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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关于中世纪战争艺术



在大部分战争艺术的爱好者看来，中世纪都是一段愚昧、黑暗的时代。在古代文明的光辉被宗教的帐幕所笼罩之后，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留下的战争艺术也被大部分欧洲人所遗忘。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在这黑暗时代里，主宰战场的不再是谋略，而退化成了蛮勇。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维京人、马扎尔人，这些被罗马人称作野蛮人的民族统治了欧洲，将这片大陆带入了封建时代。战争的规模从数万人之间的会战，变成了几百人的冲突，对大战术和战略一无所知的领主们互相搏杀百年之久，但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战争在战争艺术方面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罗马战争艺术消失的同时，新的战争艺术也从野蛮人的蛮勇之中诞生了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坚韧的重步兵，法兰克人发展出了锐不可当的重骑兵，马扎尔人则拥有来去如风的马弓手，维京人虽然只以抢劫为生，但也教会了西欧人盔甲和城堡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在战场上互相厮杀之时，与罗马时代截然不同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以及中世纪战争艺术，便诞生了出来。到了11世纪，法兰克人和诺曼人的封建骑士已经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他们身披重甲，一旦冲锋起来便无人可挡，步兵则沦为了仆役或辅助部队，直到十字军东征时，西欧人才会重新发现步兵是何等重要。

与此同时，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依然保持着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高度发达的战争艺术。帝国经历了7世纪到9世纪的低潮，但在马其顿王朝诸皇帝的统治下，终于在10世纪至11世纪登上了巅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罗马人重新拥有了全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重骑兵部队和最科学的战术、组织，皇帝和将军们所撰写的教材和条令，西欧人直到18世纪都无法媲美。只不过这一切，都因这个古老帝国的内乱和1071年曼齐克特会战的惨败戛然而止。

进入十字军时代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交锋不仅谱写了中世纪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而且也将西欧战争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整个十字军东征，也可以说是给中世纪战争艺术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在东征之前，西欧人所依靠的只有重骑兵；在东征时代后，步兵重新成为战场上的重要角色。而引领着骑兵崛起至巅峰的所有一切缘由，从罗马时代一直到十字军时代，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关于本书



查尔斯·欧曼爵士所著的《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一书以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军团的衰落为起点，对西欧各基督教王国以及拜占庭帝国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战略发展历程以及著名战例进行了全面又不失详细的介绍。查尔斯·欧曼爵士从中世纪残破的文献中，重新构建起了中世纪战场的宏伟蓝图。可以说，在这部著作诞生之前，从未有哪部书能够完整地将中世纪各国军队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如此明确工整。无论是专业的战史研究者还是对中世纪战争史浅尝辄止的读者，都能从这部书中获益匪浅。

本书第一卷截止于十字军东征结束。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欧洲从古代走向了封建社会，封建骑士也逐步成为欧洲战场上的主宰。在本书中，欧曼爵士对于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以及马扎尔人等民族的战争艺术发展过程都做了详细记载，无论是兵制、战术还是装备的演变都事无巨细地加以记载。除此以外，截止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之前的拜占庭战争艺术也在本书上册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可以说，从罗马帝国晚期至十字军东征结束，欧洲的一切战争艺术发展，都被这一卷所涵盖。

本人也很荣幸地得到这一机会，将这部《中世纪战争艺术史》带入中文世界，并将其列入由本人启发的指文《战争艺术》系列丛书，以欧曼爵士这部著作来覆盖战争艺术发展史的欧洲中世纪部分。

局限于成书时间和当时资料查阅的困难，和《亚历山大战史》一书的作者道奇一样，欧曼爵士也在书中犯下了一些笔误，而且由于其参考的资料来源极为复杂，在地名、人名的拼写方面也常与近年常用的方式不同，本人在翻译过程中已尽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矫正，但由于知识所限，这一个中译本也必定存在局限和谬误，望读者指正。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必须感谢将《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一书的翻译工作交到本人手中的指文图书以及在排版和校对过程中对本人帮助极大的本书编辑。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人，若无这位前辈在本书第一卷译制后期的不断鼓励和支持，本人甚至可能早已因琐事困扰，而无法完成任何译作或著作了。

读史，意在鉴今，愿我们都能够从历史、战史的教训中学得经验，让自己变得更好。

王子午

2017年12月16日于北京



增补版前言

早在1898年时，我便出版了《中世纪战争艺术》一书，当时这部书仅介绍了截止到1375年的战争艺术。正如我当时在前言里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而且也显得太过随意。这本书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终于售罄，并在世界大战结束时停止印刷。自1918年以来，不少朋友希望我能继续写作，将该书终点延续至中世纪结束，因此我利用1923年国会长时间的休会时间，在原书的八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六章。这样一来，我们对西欧战争的记载不仅延伸到了1485年，而且还得以讨论一些我在第一版中曾刻意回避的问题，如火炮和火药的出现，及蒙古和奥斯曼对欧洲的入侵以及意大利和瑞士佣兵的历史等。严格来说，这些话题原本就应在老版中有所提及，因为他们早在1375年以前便已在战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由于增加了六章，增加了大约400页新内容，这部书也改分为第一卷和第二卷。不过我也对原有的八章内容仔细修订，并彻底重写了一部分章节，尤其是有关于盎格鲁-诺曼军事体系、城堡建造、13世纪意大利战争以及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战役的部分。自1898年以来，这些课题已经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而我原先所写的内容也必须有所更正和修订。

我必须再次提醒各位读者，本书的内容聚焦于战争艺术的历史，而绝不会像流水账一样记载中世纪的所有战役。每一章的内容专门针对某一时代的战略、战术、军制特征，对代表性会战和战役的详细记载只是为了说明上述特征。在此过程中，我们并不打算记载该时期所有的普通军事事件，该书并非一部编年史，而是一部关于战争艺术的解析。

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介绍武器、军事要塞时，也会将其篇幅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而不打算详细记录诸如城堡建造或火炮制造等技术发展过程。若不如此，本书就会增加至好几卷，而且在我看来，也会降低该书作为一部战争艺术史的价值。需要研究技术细节之人应是专门的技术人员，而非对战史感兴趣的普通学生，而后者才是本书的写作对象。从社会、经济、法律、艺术、文学或宗教角度介绍中世纪历史的专著已经汗牛充栋，但在我看来，除了我这一部拙作以外，英语世界仍然缺乏一部对罗马帝国衰落时期至16世纪军事体系的演化进行总体介绍的书籍。有很多专著曾对这段战争艺术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进行过记载，但我相信，那些不畏惧全盘介绍历史并有着真知灼见的学者，仍拥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创作。

在这里，我也必须向在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发表著作的两位作者致敬。他们分别是詹姆斯·拉姆塞爵士和柏林的德布吕克博士，由于这两位博学的历史学家的论点，我已经对中世纪编年史中记载的中世纪军队人数和伤亡的庞大数字丧失信任。虽然在我看来，二人的论点都有些过激，有时甚至会否决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很离谱的数字。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对于为何否定这些离谱数字（例如将哈斯丁会战中威廉和哈罗德的军队规模夸张至数万人，将十字军和奥斯曼苏丹的军队夸大至数十万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我也已经按照他们的解释，将第一版里所有那些中世纪史料中无法被同时代其余文件印证的数字加以修订。我们英格兰人也许会因为自己拥有大量从爱德华一世时期流传下来的原始军事史料而认为自己格外幸运，并认为本书中那些关于后几个世纪的章节，也相对较少受到编年史夸张数字的影响。但这一点也在诸如莫里斯先生所著的《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战争》等书中所动摇，在这部书中，莫里斯先生认为《海明堡编年史》的数字，并不比“瞎子哈利”或巴伯在各自书中所做的疯狂想象更加可信。

在最后，我也要像往常一样，对编辑表达感谢之情，这已经是这位编辑第11次为本人著作而不懈工作了。

查尔斯·欧曼

1923年11月3日于牛津



初版前言

本书旨在作为一套四部丛书中的第二部，在这套从书中，我计划从整体上介绍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19世纪初的战争艺术发展史。第一部书将介绍古典时代，第二部则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延伸至14世纪。第三部将包括15世纪、16世纪以及17世纪的战争艺术，而最后一部将介绍18世纪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直到滑铁卢会战。

这套丛书将聚焦于战争艺术史，而并非要为文明世界编写一部战争编年史。丛书的每一章都将记载一个特定时期的战术、战略以及军制特征，并利用典型的战役和会战加以说明。另外在一些章节中，我们还对各个时代的攻城武器、工事、武器和盔甲进行了介绍。

严格来说，在本书现有的章节中还应该再增加两章，用于介绍14世纪中欧和东欧，尤其是瑞士和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的军事历史以及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已经有660页之多了），我们不得不将这些话题留到第三部书中再讲。幸运的是，火药发明对14世纪中的西欧战争的影响很小，将其忽略也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研究课题。

为避免篇幅过长，我没有在本书中加入太多脚注，但与此同时，我也有必要将引用的资料加以说明。在引用英格兰编年史时，只要可能，我就会使用《中世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编年史及纪念碑文集》（The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中的史料。而法国编年史则主要来自于布凯（Martin Bouquet）的巨作《高卢及法兰西史料集》（Rerum Gallicarum et Francicarum Scriptores
 ）。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料则分别来自于佩尔茨（Pertz）和穆拉托里（Muratori）的史料集。

我必须在此感谢那些给予本人无价帮助之人。在此之中，我最需要感谢的两位分别是本书编辑（这已经是这位优秀编辑第四次整理本人著作，而这也是字数最多的一部书）以及本人的朋友兼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校友特纳先生（C.H.Turner），他阅读了本书的完整校对稿，并提出了很多更正和改进意见。

我还要感谢校对了第五章（十字军东征）和第三章第七节的阿彻先生（T.A.Archer），该部分内容所涉及者也正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话题。另外，牛津新学院的约克·鲍威尔教授（York Powell）以及乔治先生（H.B.George）也给了本人不少有价值的启发。前者凭借一贯的学识，给本人提供了数条见解，使本人受益匪浅，后者则在第八章的内容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在书中也采纳了他对于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军队阵型的看法。哈弗菲尔德（F.Haverfield）则对本书第一章的开篇部分提供了一些帮助。

书中所有地图和会战图解均由本人亲自绘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游历如克雷西、布汶、班诺克本、伊夫舍姆等重要战场，以便通过亲自探访来获得从地图上无法得到的信息。英国地图参考自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所绘地图，法国地图来自法国陆军参谋部，叙利亚地图则来自巴勒斯坦探索协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Society）广受好评的地图出版物。

在本书七幅关于盔甲的绘画中，第一幅临摹自原始手稿，后四幅则需要感谢牛津帕克兄弟出版社（Messrs Parker）的好心相助，在他们的允许下，我从他们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休伊特先生的《古代盔甲》（Ancient Armour
 ）一书中摘录了这些图片，而本书在中世纪后期战争艺术的一些课题上，也为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1]



查尔斯·欧曼

1898年3月1日于牛津


注解：



[1]
 　本书译制、编辑过程中又由译者加入了大量其他来源的图片和地图。



第一章

从罗马时代进入中世纪的军事变革



第一节

罗马军团的最后时光

（235年至450年）

3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是军事史上的一段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军事上所发生的变化，与同时代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一样剧烈而又彻底，将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轨道。与社会中其他所有方面相同，古代世界的规范在战争中也逐渐消逝，一套新秩序则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个时代中，战争艺术发展方向的最显著变化，即为久经考验，与罗马宏伟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罗马军团逐渐解体。250年时，在战场上被罗马帝国将军寄予厚望的核心力量，依旧是那些身着重甲的重步兵。但到了450年时，骑兵已经成为足以决定一切的力量，步兵变得声名狼藉，而“军团”这一名称也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这代表着一个原本极为高效的军事组织已经彻底消失。曾经完美结合了力量、韧性，既坚实又灵活且适应性极强的罗马军团，此时已经无法再适应时代的发展。短剑和投枪的地位逐渐被骑枪和弓箭取代。罗马帝国麾下的士兵们，也不再是左肩倚靠着盾牌，右手低握着短剑，或是从敌军的长矛壁垒中杀出血路，或是击退东方铁骑的凶猛冲锋，又或是在面对如潮的凯尔特人（Celt）和日耳曼人（German）大军时屹然不动的那些军团步兵（Legionary）了。奥古斯都（Augustus）和图拉真（Trajan）所建立的军事组织，在3世纪就开始分崩离析。到4世纪时，战斗力的极度削弱以及军事制度的变革使罗马军团面目全非，进入5世纪末期，军团终于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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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罗马军团步兵。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重步兵始终是罗马军队的核心力量

骑兵和轻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之所以能够完全取代古代军团的紧密组织，主要原因来自于帝国边境战争的危急战况。从哈德良（Hadrian）时代到塞维鲁（Severus）时代，罗马政府所采取的边防体系，主要是以在边疆后方的合适地点设立大型永备营地，在其中配置一到两个军团的方式，来对帝国在莱茵河（Rhine）、多瑙河（Danube）、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等地的天然疆界进行防守。这些边防军团互相之间往往相隔数十甚至数百英里，其中的间隔则只由少量辅助部队驻守的小型前哨负责监视。在一些如河流或山脉之类的天险地带，则根本没有部队防守。另外，罗马人还经常沿着边境修建漫长的防御工事，如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诺森伯利亚长城（Northumbrian Wall）以及位于南日耳曼的长城。各军团营地间则由非常出色的军事大道连接，急报也可以通过烽火和骑马的信使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倘若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或者帕提亚人（Parthian）等野蛮人跨过边境，想要对罗马境内发动突袭，首先必须要跨过一道防御工事，之后还要与当地的小规模驻防军交战。通常情况下，这些驻防军足以击退小股的入侵敌军，即使敌军实力太强，驻防军也会尽可能袭扰对方，限制对方的行动范围，直到距离最近的军团从永备营地中赶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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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修建的诺森伯利亚长城遗址。正是依靠边防军团和防御工事的结合，罗马人才能够安守疆界长达200年之久

罗马的这套边防体系成功运转了超过一百年时间，但它同样也存在弱点。在敌军来袭的规模超乎寻常，边防军团无力抵挡的情况下，帝国并没有中央预备队能够弥补漏洞。帝国中央地带的各行省根本没有任何驻军，而且这些行省中并不好战的居民也无法再像原先共和国时期的公民那样，能在短时间内组成新的军团。因此，一旦边境某处被敌军突破，罗马人只能从边境其他地区调集援军，而这种做法，只有在敌对民族只是一个接一个在边境上出现，而没有同时发动进攻时才能使用，否则整个帝国就将陷入巨大的危险。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都十分幸运，从未遭遇过这种威胁，帝国的军事体系也从未经历过需要全线作战的残酷考验——在日耳曼战况紧急时，可以从不列颠调来援军，驻守在默西亚（Moesia）的军团也经常支援叙利亚（Syria）前线。偶尔会有某个行省暂时落入敌手，但由于敌军从来都是单独行动，罗马人也总是能夺回失地。西维利斯（Civilis）的叛乱曾在莱茵河的边境线上撕开了一个空洞；图密善（Domitian）皇帝手下的两位将军萨比努斯（Sabinus）和傅思古思（Fuscus）的战败也曾导致达西亚人（Dacian）深入到了多瑙河以南各行省境内；马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还曾在阿奎莱亚（Aquileia）城下迎击夸地人（Quadi）。所幸罗马人总是能够从那些没有爆发战事的地区调来援军，最终阻止住野蛮人入侵的洪潮。

[image: _0018_04]
◎行军中的晚期罗马军团。由于缺乏战略预备队，边防军团有时不得不长途跋涉，赶往其他战场救火



但是在3世纪，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当时整个边防系统完全崩溃，罗马帝国眼看就要沦陷。自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遭到刺杀时起，直到297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在最遥远的西方击败最后一位叛乱的恺撒为止，罗马帝国在内战和蛮族入侵的双重灾难的重压下，没有获得过哪怕一刻的喘息之机。在这60年间，至少16位皇帝和30位皇位竞争者死于刀剑之下。由于内战之中各军团自相残杀，给罗马的敌人带来了入侵良机。帝国整个边境同时遭到野蛮人的全线进攻，而此时帝国的壁垒却早已被皇帝们自行拆毁了。就在罗马因内部分裂而日渐衰落的同时，它的邻居们却变得愈发强大起来。波斯人（Persian）建立的新王国极具攻击性，在东方取代了已经衰落的帕提亚人（226年）。日耳曼人也已经建立了几个同盟，使原本四分五裂的各部落终于变得令人生畏。法兰克人（Frank）、阿拉曼尼人（Alamanni）、哥特人（Goth）等后来者，也开始出现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

[image: _0019_05]
◎阿拉曼尼步兵。1.很多阿拉曼尼亚士兵都会将头发扎成发髻，以防佩戴头盔时遮挡视线；2.法兰克式战斧；3.木制单体弓；4.用于固定斗篷的胸针；5.经过改造的罗马式头盔



只要罗马仍然依靠边防军团坚守疆界，整个帝国对敌人而言就始终是外坚而内软。虽然边境地带的防御十分坚固，难以突破，可一旦这层外壳被攻破，其内部那些富庶却毫无抵抗能力的“无武装行省”（Provinciae Inermes）便难逃一劫。当各军团都从边境被调走参加内战，将一个又一个篡位者扶上皇位之后，罗马便再无可能抵挡住来自外部的压力了。夸地人、卡尔皮人（Carpi）、哥特人在236年对多瑙河中下游发动漫长而又猛烈的进攻，拉开了235年至297年这一战争时期的序幕。马克西米安一世（Maximinus I）和腓力（Philip）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将他们击退。而到了249年，当驻扎在伊利里亚（Illyria）的军团也被拉入到了激烈的内战中之后，罗马的边境防线终于被突破了。哥特人跨过了多瑙河和巴尔干（Balkan），攻陷了默西亚和色雷斯（Thrace），将一路遭遇的所有罗马部队全都碾成了碎片。德基乌斯（Decius）皇帝在击败皇位争夺者后，急忙率军迎击，可是罗马全军都在251年那场灾难性的霍林泰雷布朗尼伊会战（The Battle of Forum Trebonii，又称阿伯里图斯会战）中被彻底击溃，这位皇帝和他的儿子也战死沙场。此前从未有罗马皇帝战死于野蛮人手中，而自从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以来，罗马也再未有过如此大规模战败的惨剧。在当时看来，帝国已经无法避免被斩为东西两半的命运，倘若当时蛮族中能够出现一位像后来的阿拉里克（Alaric）那样的人物，他肯定就要直捣罗马城下了。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哥特人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帝国中部各行省。原本应该用来阻挡他们的部队，要么陷入了意大利半岛的内战之中而无法抽身，要么就被派到了其他受到威胁的边境。举例而言，就在哥特人的入侵达到高潮时，波斯国王沙普尔（Sapor）在258年至259年间也攻入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击败并俘虏了瓦勒良（Valerian）皇帝，攻陷安条克（Antioch），蹂躏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由于波斯人吸引了罗马的注意力，哥特人得以攻陷帝国中部的所有行省。他们不仅在巴尔干半岛上一路进抵雅典（Athen）和狄拉奇乌姆（Dyrrachium），甚至还有一些大胆的劫掠部队跨过了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攻陷了卡尔西顿（Chalcedon）、特洛阿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Troas）、以弗所（Ephesus），甚至远及特拉布宗（Trebizond）。由于此时几乎每一个行省中都有妄图争夺皇位之人，倘若哥特人选出一位领袖统领全局，他们完全有可能彻底摧毁罗马帝国。内战已经成为罗马的顽疾，日耳曼人冲击着高卢（Gaul）和莱提亚（Rhaetia）的防线。慵懒而又轻浮的皇帝加里恩努斯（Gallienus）仅能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皇位，而他也几乎成了罗马的萨尔丹纳帕勒（Sardanapalus），眼看就要见证罗马城以及整个帝国在这场内乱和外敌入侵合二为一的大火之中崩溃。260年至268年间，形势似乎已经绝望，不过救世主也终于开始崭露头角——顽强的伊利里亚诸帝：克劳迪乌斯（Claudius）、奥勒良（Aurelian）以及普罗布斯（Probus）重新征服了帝国西部那些叛乱的恺撒们，将日耳曼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并从波斯人和帕米拉人（Palmyrene）手中夺回了帝国东部。不久之后，重整帝国旗鼓、修补战争创伤的戴克里先出现了，在297年重新征服不列颠后，罗马帝国恢复了原有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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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跨越多瑙河的哥特人，他们最终也成为罗马的梦魇，甚至攻陷了罗马城

不过复原的却只有表面而已。在经历了60年的战乱、谋杀，以及自从塞维鲁王朝灭亡时便流行开来的瘟疫之后，帝国的国力已经几近衰竭，半数的行省已成一片废墟，另一半也已经被榨干了所有的资源。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戴克里先在表面上恢复了帝国的实力和秩序，重税政策使他得以扭转国库走向破产的趋势，重新派驻边防部队，恢复了罗马世界疆界上的防线。

[image: _0021_07]
◎戴克里先皇帝的雕像。戴克里先不仅创立了四帝共治制度，而且对罗马军事体系进行了巨大的改组，建立了一支机动野战军，使罗马帝国第一次拥有了战略预备队



然而长达60年的无政府状态和天灾人祸，已经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尽管图拉真和塞维鲁时代的大部分军团仍然存在（这些军团的番号直到戴克里先去世一百年后编纂的《百官志》（Notitia
 ）中仍可找到），但也因为被拆散成各个大队分散部署而变得疲于奔命、缺乏组织。军团营地中只剩下少数部队守卫鹰徽，各个大队在急迫的压力下被调往各地的情况屡见不鲜，新的步兵大队和骑兵中队也在各种前所未见的奇怪名称下组建起来。帝国原本将军队分为军团和辅助部队（Auxilia）两个部分，前者由罗马公民组成，后者则来自于没有公民权的人口。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将公民权授予全部行省居民之后，这一制度也画上了句号。罗马军团步兵和非公民辅助士兵之间自古以来的区别消失，二者的境况均不比对方更好。

可即使辅助部队和军团步兵全都成为罗马人，军队中的非公民士兵却并没有消失。内战期间，皇帝们为调集手边所有可用的资源，从边境以外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入伍，而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是罗马的臣民，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而作战。被击溃的日耳曼部落、萨尔马提亚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波斯叛军、内阿非利加（Inner Africa）的摩尔人（Moor）都因战局吃紧而受到了皇帝们的欢迎。这些异邦人组成的部队在此时的罗马军队之中，与先前的辅助部队相对于军团的地位相当。这些佣兵中有些人在军队中位高权重，一位据说父亲是哥特人，母亲是阿兰人（Alan）的佣兵，甚至还以盖尤斯·尤里乌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安（Gaius Julius Verus Maximinus）之名，在三年时间里短暂地称帝。但必须注意的是，直到4世纪初，尽管这些异邦人部队的数量已经庞大得十分危险，却仍然要受到当地驻防的军团或大队节制。按照4世纪的一位学者说，这些蛮族士兵“需要得到的支援比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还多”。

[image: _0022_08]
◎赫拉克勒斯军团的一名步兵，与帝国初期的精兵已经拥有明显差别。1.木制盾牌，可见其内部还藏有几枚飞镖；2.盾牌的截面；3.投枪



不过，骑兵和轻步兵比例的增加，而对老式军团步兵信赖愈发减少的倾向在4世纪变得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证即为“军团”之名在帝国中不再占据显赫地位了。军团原本被认为要比任何其他部队都更强大，地位也位居各部队之首，但此时军团却沦落到只被视作如同今日被称为“战列部队”（Troops of the Line）的普通部队一般，而一些所谓的新部队（事实上仅限于新名称）和部分帝国禁卫军，在地位上已经超越了他们。当戴克里先将两个默西亚军团的番号从原有的数字编号改称为“朱庇特军”（Jovians）和“赫拉克勒斯军”（Herculians），并授予它们高于其他军团的地位之时，这一封赏被视为极高的荣誉。韦格蒂乌斯（Vegetius）告诉我们，到了4世纪末期，军团已经被忽视和排挤到了很难保证满员的地步——大部分新征士兵坚持要求加入辅助部队，因为那里的纪律并不像军团那样严格，勤务也比较轻松，而获得奖赏却更容易，也更好发财。

[image: _0023_09]
◎4世纪罗马御林军中的辅助步兵，可见其中的重步兵装备已经不亚于传统军团步兵。1.重步兵；2.轻步兵



在戴克里先的重组下，尽管他和同僚建立了数量可观的新军团，但军团步兵在罗马军队中却不再像原先那样占据多数了。在戴克里先亲自统治的帝国东部，他在原有的16个军团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新军团，而军队中不属于军团步兵的其他部队则增加得还要更多。无论是原有的辅助大队、战斗群（Numeri）还是各种其他部队都大幅扩编。不过这些部队大多都没有被部署到军团所在的边境防线上。毫无疑问，戴克里先时代创立了独立于边防军（Limitanei或Ripenses）等固定防区部队以外的野战军（Comitatenses），也就是机动部队。上述那些新建部队中的精锐都被编入野战军序列。尽管这些部队中有不少人都是从莱茵河、多瑙河以外的野蛮人中征召而来的，但野战军的主要兵源仍然集中在伊利里亚、高卢和日耳曼地区的各行省。机动野战军完全驻扎在帝国内陆，作为中央预备队使用，随时可以调往陷入危机的边境地区。到了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帝的时代，戴克里先所创设的这支野战军在数量上又得到了扩编。君士坦丁将许多边防大队和军团下辖的支队从边防军中抽调出来，加入到机动部队中。尽管这些部队的素质标准要比当时的军团更高，但还是被后来的罗马人戏称为“伪野战军”（Pseudo-comitatenses），以表示它们的地位相比老野战军较低。

因为一些目前还尚不完全明了的原因，野战军团编制仅有一千人，而边防军团却仍然维持着六千人的旧有编制。这样一来，虽然到4世纪末期罗马已经组建了70个野战军团，但它们根本没有序列表中看起来应有的那么多兵力。

戴克里先不仅建立了野战军并将其地位置于老式的军团之上，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建立了大规模近卫部队的罗马皇帝，而近卫部队的地位又要比野战军更高，就好像野战军地位要高于所有老式部队一样。这些部队被称为御林军（Palatini），它们取代了原有禁卫军（Praetorian）的地位。后者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不断拥立而又推翻皇帝，戴克里先自然信不过它们。他将原有禁卫军的职责范围限定在罗马城内，而他本人和其余三位皇帝都不常造访罗马。而他建立的御林军，人员则甄选自不曾受禁卫军恶劣传统所影响的士兵。我们无法确定御林军在建立时拥有多少士兵，但到了那个世纪末时，按照《百官志》中的记载，其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全军拥有24个500人的骑兵团（Vexillation）、24个1000人的步兵军团以及8个大约500人的辅助大队。毫无疑问，此时的御林军已经比戴克里先初创之时要强大许多了。正如“洪诺留军”（Honorian）、“狄奥多西军”（Theodosian）等以皇帝名字命名的部队所示，历代继位者都会在御林军中编入新部队。君士坦丁大帝曾以组建5支被称为“学院护卫队”（Scholae）的近卫骑兵而闻名，这些卫队平时担任皇帝的卫兵，并时刻准备跟随皇帝前往战场。到那个世纪末，帝国御林军总计拥有大约12000名骑兵和80000名步兵，全部（或是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帝国东西的两个首都周围。

与野战军的情况相同，御林军中也存在一些十分强大的野蛮人部队，而且这些部队的规模也在4世纪中逐渐扩大。正如蒙森（Mommsen）所指出：“一支部队越是民族混杂，编制越是特别，与老式罗马军团的精神差别越大，就越被看重。”

戴克里先和其他皇帝所增加的非军团步兵数量可谓巨大，但骑兵部队的增加却还要更为惊人。就好像边防军、野战军和御林军的情况一样，罗马建立了数不胜数的骑兵连（Cunei）、骑兵中队（Alae）和骑兵团。在这些骑兵中，日耳曼人、摩尔人、波斯人要比罗马公民人数更多。老式军团骑兵彻底消亡，骑兵与步兵的指挥也被完全分开了。在君士坦丁和他的直接继承者手下，尽管骑兵已经变得愈发重要，但步兵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当我们阅读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著的史书时，我们会感到他笔下的罗马军队仍然继承着提比略（Tiberius）和图拉真时代的军团风貌，只是部队和官职的名称发生了巨变而已。在君士坦丁王朝对野蛮人赢得的最后一场大胜中，朱利安（Julian）皇帝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附近击败了南日耳曼部落，这场胜利的荣誉也要归属于步兵。当时罗马的骑兵被对方击溃，逃离了战场，但步兵却在侧翼缺乏掩护的情况下，组成龟甲阵（Testudo），击败了业已取胜的日耳曼骑兵，为自己溃散的骑兵争取到了重整旗鼓的时间，最终挽救了当天的战局（3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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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年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的罗马步兵，此时蛮族已在西罗马帝国士兵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军团的辉煌时期也行将结束

即使如此，骑兵的数量和重要性仍在持续增加。君士坦丁在解除原禁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所担负的军政大臣和全军总司令职务时，由步兵统帅（Magister Peditum）和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这两位，而非一名军官取而代之，这足以证明骑兵地位的提升。到了《百官志》成书的年代，骑兵的数量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步兵的三分之一，而在老式的罗马军队中，这一数字通常在十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很少超过六分之一。《百官志》中之所以出现如此的数字，原因在于阿德里亚堡会战（The Battle of Adrianople）的惨败，后文中我们很快会谈到这场会战在军事上的影响。不过，早在379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骑兵就已经十分庞大且重要了。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明显原因即为罗马人对快速调动部队的需求越来越强。5世纪早期，日耳曼人通常以抢劫，而非征服为目的，规模相对较小的日耳曼支队溜过边境哨所，逃过追击并抢劫到战利品之后，便会返回家园。到那时为止，只出现过少数几次整个部落或数个部落的联盟全体离开原有栖息地，带着女人、孩子、家禽、牲畜以及车仗一同出发，试图在罗马境内夺得新领地的情况。谨慎的劫掠者们行动迅速，重装的军团和步兵大队并不能有效地消灭他们。老式步兵在行军时要背负着沉重的装备，而且还伴随着规模可观的行李纵列，因此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无法追上入侵者的。只有骑兵或者轻步兵才适合这一任务，身着锁子甲的军团步兵则很难担负这种职责，就好像我们如今派遣战列步兵团去追捕德干（Deccan）的宾达里人（Pindaris）一样困难。

不过骑兵在数量上的增加还有另一层原因，即罗马步兵相对敌军所占据的优势，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明显了。也正因为如此，与1、2世纪相比，罗马步兵越来越仰赖于骑兵提供的支援。君士坦丁王朝时期的日耳曼人，也不再是早期那些在“没有头盔和铠甲，只装备着柳条盾牌和标枪”的情况下就试图与军团正面作战的半武装野蛮人了。与罗马帝国三百年间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受益匪浅，成千上万的日耳曼武士曾作为佣兵为罗马效力，并将罗马式的作战经验带回了家乡。日耳曼人早已开始装备盔甲，边境部落的首领和他们精选的亲兵（Comitatus）如今已经配有身甲和头盔。普通士兵也装备了包铁的圆盾、长矛、用于刺击的短剑（Scramasax）以及用于劈砍的长剑（Spatha），一些种族中还拥有致命的战斧（Francisca），后者无论是投掷还是挥舞，都可以击破罗马人的铠甲，劈碎罗马人的盾牌。随着这些白刃战武器取代老式的日耳曼短矛（Framea），击败日耳曼部落对帝国的步兵而言也不再是轻而易举之事。与此同时，罗马军队的士气也毫无疑问地走上了下坡路：部队已不再由同族士兵组成，地主阶级用钱买来的新兵经常素质低下，而辅助部队从边境以外征召而来的士兵比例也变得过大，而且我们也无法质疑3世纪的灾难给军队留下的痕迹，长久以来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信念和帝国的威名已经发生了动摇。4世纪的部队尽管并不缺乏勇气，但还是丧失了罗马步兵旧有的自信和凝聚力，将军们在调遣他们时也必须比从前更加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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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的罗马重骑兵，虽然罗马骑兵在这场会战中没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接下来一千年时间中占据罗马军队的主力地位

这段过渡时期的终结来得迅速而又惨烈。阿德里亚堡会战是罗马军队自坎尼会战以来所遭遇的最惨重失败，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也将这次失败与坎尼的屠杀相提并论。包括瓦伦斯（Valens）皇帝和他手下所有的高级军官们在内，4万罗马士兵战死沙场，东部帝国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盛况。

阿德里亚堡会战在战争艺术史上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这是一场骑兵压倒了步兵的胜利。会战过程中，罗马军队在进攻哥特人宿营的车城（Laager）时，将军队列成久经考验的传统阵型——军团和步兵大队位于中央，骑兵位于两翼。战斗沿着车仗组成的障碍物激烈进行，突然间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冲进了罗马人的左翼。这支部队正是哥特骑兵的主力，他们原本在远方征发粮秣，在获悉战斗爆发的消息后直接赶到了战场，打击帝国军队暴露的侧翼，“就好像是一道劈在山顶的闪电一样，摧垮了其前进路径上的一切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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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被哥特骑兵用骑枪刺死的罗马骑兵。阿德里亚堡会战中虽然罗马也拥有骑兵保护侧翼，但他们却被哥特人轻易击溃

罗马军队侧翼原本拥有不少的骑兵掩护，但这些骑兵在突然间遭到攻击，其中一部分被对方冲垮，又遭到了步兵踩踏，死伤惨重，其余部分则可耻地逃跑了。紧接着，哥特骑兵横扫了罗马左翼的步兵，将他们赶向罗马的中央和预备队。哥特骑兵的冲锋之猛烈，导致各军团和步兵大队互相挤压在一起，陷入了绝望的混乱之中。所有试图稳住阵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出几十分钟，中央和预备队就已经成了一团混杂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在看到罗马人已经因侧翼遭袭而陷入混乱后，哥特步兵也从车城防线中冲出来发动正面进攻。御林军、轻步兵、枪骑兵、辅助部队和军团在这一压力之下，也搅在一起动弹不得。瓦伦斯右翼的骑兵看到大势已去，未做任何努力便逃离了战场，右翼那些尚且没有因为交战太过激烈而无法撤退的步兵，也紧跟着骑兵毫无秩序地溃逃了。被抛弃在战场上的罗马步兵主力很快便认清了自己所面对的局面是何等恐怖——侧翼和背后已经被骑兵包围，正面又遭到从车城中冲出来的哥特大军攻击，自己既不能战又不能逃，只能在原地等待被对方屠杀，这一画面与坎尼会战如出一辙，后来又在罗斯贝克会战（The Battle of Roosebeke）中以较小的规模重现。士兵们互相间是如此拥挤，甚至无法举起手臂挥舞短剑，长矛也被卡在了人群之中，根本无法将它们垂直立起来，不少士兵甚至直接在拥挤中窒息而亡。哥特人冲向这群发抖的乌合之众，用骑枪和刀剑刺向无助的敌军。直到三分之二的罗马士兵都已经阵亡后，才有几千人因为行列逐渐宽松和夜幕的降临冲出了包围，跟着右翼的逃兵一起向南逃亡（3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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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亚堡会战中交战的双方步兵。罗马步兵虽然凭借密集的阵型击退哥特步兵，但最终被哥特骑兵从侧翼击溃，几乎全军覆没

这就是阿德里亚堡会战，重骑兵所赢得的这次胜利，显示出他们已经有能力替代罗马重步兵，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早在哥特人仍逗留在南俄罗斯草原之时，这支条顿人（Teutonic）的先行者就已经把骑兵看作主力部队。后来当他们居住于乌克兰（Ukraine）时，更是受到了这片孕育出了从西徐亚（Scythian）到鞑靼（Tartar），再到哥萨克（Cossack）等骑兵的土地的影响。在哥特人看来，骑马作战要比步行作战更为光荣，每位酋长也都有一个发誓效忠的骑兵中队追随。他们原本想要向罗马寻求庇护，以抵抗不断到来的匈人（Huns），但当他们不情愿地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之后，哥特人才发现自己必须要与长久以来阻挡着野蛮人的罗马军队面对面交战。双方于377年在马西安诺波利斯（Macianopolis）和柳边镇（Ad Salices）爆发的会战虽然血腥，但却并不具决定性，直到瓦伦斯调集了东部帝国所有的军队想要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时，审判日才终于到来。很可能连哥特人自己都十分惊讶地发现，凭借坚实的骑枪和优秀的战马，自己居然可以突破罗马步兵的密集队列。哥特骑兵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所有中世纪骑士的间接祖先，骑兵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从此开始，并延续了一千年之久。

阿德里亚堡会战彻底击垮了罗马帝国东部的军队，随瓦伦斯一同被消灭的大军之中，还包括他从波斯前线抽调而来以及所有原本驻扎在亚洲的部队。继位者狄奥多西必须担负起重组军队的任务，重建全国的军事体系。他似乎完全认清了阿德里亚堡会战的意义，全盘抛弃了旧有的罗马战争体系，认为骑兵在未来的军队中必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为获得一支有效的骑兵，狄奥多西所被迫采取的政策使5世纪的军事体系与4世纪变得完全不同。在通过提出合理的条件与哥特人媾和之后，他便立刻开始整个部落地收编所有能够被收买的条顿酋长。哥特王公和他们的部队并没有被编入原有的罗马军队中，也没有以罗马式的纪律加以约束。他们通过向罗马皇帝，而不是哥特国王宣誓效忠，作为皇帝本人的家臣进入罗马军队服役。作为回报，皇帝会向酋长们支付黄金和粮食（Annonae Foederaticae），再由酋长们分发给自己的骑兵。由于哥特部队成了狄奥多西军队中最有效的组成部分，故国家的命运也被他们握在了手中。罗马逐渐将帝国的安危寄托在被称为“蛮盟”（Foederati）的哥特部队身上，而这一做法却招致了毁灭性的结果。从此时起，无论是皇帝人身安全的保障，还是罗马世界秩序的维持，完全取决于只要不断用金钱贿赂和加官晋爵就能从蛮盟指挥官那里所赢得的忠诚。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组建有效的本族部队来阻挡日耳曼人入侵，而原有的本族部队残余部分也在整个军事体系中沦为了二等部队。

阿德里亚堡会战仅仅六年后，便已经有4万名哥特和其他条顿族骑兵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军中。依靠着这些部队，狄奥多西在几年内便从篡位者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手中重新夺回了高卢和意大利。在西斯卡（Siscia）和埃蒙纳（Aemona）这两场决定了387年战役战局的会战中，狄奥多西对哥特骑兵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在这两场会战中，西罗马帝国那些一向被认为是世界最优秀步兵的哥特军团，最终都被名正言顺的东罗马帝国皇帝麾下那些条顿骑兵突破、碾碎。但西方人并不愿意臣服于东方皇帝，哥特军团心中始终孕育着一种类似于民族精神的愤怒和不满。392年，他们谋杀了被狄奥多西指定为西罗马帝国皇帝，此时尚且年轻的瓦伦蒂安二世（Valentinian II），再次叛乱，试图挑战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麾下的蛮盟大军。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由愚笨的尤金（Eugenius）领导，但实际掌握着大权的是一位名叫阿博盖斯特（Arbogast）的坚韧佣兵。西罗马帝国军队在冷河会战（The Battle of Frigidus）中面对狄奥多西，在经过远比387年更激烈的挣扎后再次被击败。他们这一次失败的主因仍是作为狄奥多西军队核心的两万名哥特骑兵所致。

在此之后，和东方一样，骑兵也在西方成了优势兵种。虽然高卢和不列颠步兵在一段时间内仍维持着他们原有的重要地位，但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和兵源——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Saxon）这两支条顿种族都还没有学会骑马。由于日耳曼佣兵后来在西方也成了帝国军队的主力，因此与东方一样，罗马本土士兵被降格到了二等部队。只要浏览一下5世纪时的高级军官名册，即可发现外族军官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罗马人。虽然自从君士坦丁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半罗马化的野蛮人担任部队指挥官，阿米阿努斯也在史书中记载了其中不少人的事迹，但直到狄奥多西时代，外族军官数量才开始逐渐膨胀，占据了大部分军官职位。在狄奥多西去世后经过大约三代人的时间，从斯提里科（Stilicho）到阿斯帕尔（Aspar）和里西默（Ricimer）时期，毫不夸张地说，军队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职位都已被日耳曼人所占据了。在这一时期，埃提乌斯（Aetius）和马切利努斯是仅有的两位罗马高级将领，而其余高级将领则全都是外族人。事实上，随着蛮盟成为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情况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蛮族军队除了自己选择的酋长和王公以外，不会听令于任何其他领导。

韦格蒂乌斯在那部著名的论著《兵法简述》（De Re Militari
 ）中，收录了一幅大约绘于瓦伦蒂安二世第二次统治西罗马帝国时期（388年至392年）的绘画，为我们揭示了西部各省中帝国军队的军容。如果韦格蒂乌斯并没有一味记录理想状况下的军队编制而改为记载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这部著作对我们而言就会更有价值。他对于很久之前罗马军团全盛时期的组织、操练以及战术的关心，远超过对他自己所在时期那些同样背负着军团之名却已经大为退化的部队的研究。韦格蒂乌斯并没有记载390年的蛮盟大军或是仅有1000人的小型军团和战斗群，而是固执地在书中详述了帝国早期的军队组织。那时所有军团的编制中都还有5000名至6000名士兵，军团也仍是帝国军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然，韦格蒂乌斯希望用这部写给瓦伦蒂安的教材，教导这位年轻的皇帝重建帝国军队原有的纪律和组织结构。因此我们也只能在这部书中读到理想化的规定而非实际情况，韦格蒂乌斯也经常用“这种习惯早已消失”或“这些操练如今只有一部分仍在实行”等词句证实我们的看法。

韦格蒂乌斯非常崇拜旧式军团的组织理论，因此完全忽视了在过去一百年间军事体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所在。他对于罗马步兵之所以衰败的解释，完全建立在一个我们可以认定为伪造的故事之上。他写道：“从共和国直到已故的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在位时期，罗马步兵都配有头盔、胸甲和盾牌，但在格拉提安时代，由于懒惰和玩忽职守，日常的操练演习逐渐荒废。由于士兵平时不再习惯穿戴盔甲，因此到了战时就感觉盔甲太重。后来皇帝放宽了要求，允许他们在作战时不穿胸甲，后来又允许他们不戴头盔，这样一来，当我们的士兵前去与哥特人作战时，胸膛和头部就没有了保护，在无数次战斗中都因此被对方的矢石所消灭。可即使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悲剧，丢掉了那么多伟大的城市，却还是没有指挥官能够劝服士兵们重新穿上原本对他们大有裨益的头盔和胸甲。自那之后，每当我军士兵在不穿盔甲的情况下走上战场时，他们头脑里所想的就不再是如何取胜，而是如何逃跑。我们能指望那些只装备了弓箭，没有头盔和胸甲，而弓箭和盾牌又不能同时使用的步兵发挥什么作用呢？因此，自从步兵们无法忍受穿着老式盔甲所带来的苦劳时起，他们就只能将裸露的躯体暴露在受伤或死亡面前，要么就只能选择投降（这比受伤或阵亡还要更悲惨）或者通过可耻的逃亡背叛祖国。结果却是，相比承担起必要的劳苦，士兵们反而可耻地选择像羊群一样被对方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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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练习射箭的罗马步兵。到罗马帝国后期，步兵所依赖的主要武器已经变成了弓箭而非刀剑，地位也沦为辅助部队



雄辩家成分多于士兵的韦格蒂乌斯在这里用非常奇怪地方式扭曲了因果关系。虽然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大部分罗马步兵都已经抛弃了盔甲而变成了轻步兵，而这种趋势也确实是以格拉提安统治西罗马帝国，也就是阿德里亚堡会战摧毁东罗马帝国军队之后的时代作为起点。但这个故事里其余的部分很明显是荒谬不实的。罗马帝国的步兵在与哥特人初次交战时，依然身穿着全套的旧式盛装。生活年代与这段故事发生时期完全相同的阿米阿努斯，在记录阿德里亚堡会战时两次提到了军团步兵身穿着盔甲。十年之后，又有一位学者将自己关于武器装备的论著献给了狄奥多西、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洪诺留等三位奥古斯都，他在其中便建议说，当士兵在冬天或寒冷潮湿地带作战时，应在胸甲以内穿着厚实的内衣。又过了十年，阿卡狄乌斯军中的罗马士兵们依然穿戴着头盔和胸甲。

在一个骑兵穿戴越来越多的盔甲的时代，认为步兵会仅仅因为懒惰和体弱无力就将盔甲抛弃，毫无疑问是荒唐可笑的。事实情况是，装备传统胸甲的士兵在战场上已经失势了。在仅靠重步兵组成一条坚固战线即可抵挡哥特骑兵的希望落空之后，罗马军队开始着眼于增加步兵中弓矢部队的比例，同时也开始扩编并强化自己的骑兵部队。只要弓箭和长枪的配合足够合理，就足以抵挡住英勇有余但却组织混乱的骑兵洪潮——就好像一千年之后福尔柯克（Falkirk）与克雷西（Crecy）两战中的情况一样。

即使这种新战术在面对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和阿提拉的匈人时先后遭遇失败，我们也不能将其原因归结为战术本身存在问题。洪诺留、阿卡狄乌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之所以屡次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军队中的条顿蛮盟部队并不可靠而且十分贪婪，完全只为赏金和抢劫作战，毫无忠诚可言；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本土部队受到轻视，甚至还要忍受地位低于蛮族友军的窘境，导致他们丧失了勇气，士气低落。只要能够拥有像斯提里科或埃提乌斯那样的优秀指挥官领导，罗马军队依然能够打出一些漂亮仗。但通常情况下，指挥官却总是一些追逐名利的佣兵或是无能的宫廷宠臣，导致在整个5世纪里，罗马军队的表现越来越差。情况的恶化已经无可避免，随着条顿辅助部队发觉自己的雇主越来越虚弱无力，他们也变得愈发贪婪不忠。而那些本族部队看到帝国深陷泥潭，也丢掉了一切的自尊和对胜利的渴望，最终真的成了韦格蒂乌斯所言的懦夫，他们在走上战场时，心中所想的都是如何找到最安全、最容易的撤退路线。

在洪诺留和阿卡狄乌斯治下，罗马军队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正规军。大约于406年成书的《百官志》正是在这二位皇帝共治时期写成的，按照其中的记录，一些旧有的制度仍被保留了下来。许多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时代的步兵大队、战斗群，甚至连帝国早期便已建立的军团仍然存在于军队序列之中，只不过他们已经被数不胜数的蛮族部队所淹没，并被冠以“洪诺留军”、“狄奥多西军”、“瓦伦蒂诺军”（Valentiniani）、“阿卡狄乌斯军”（Arcadiani）之类华而不实，甚至可以说怪异的名字，而并没有继续按照更容易看出军团民族构成的老式命名办法，如卡马维（Chamavi）步兵大队、朱顿基（Juthungi）骑兵中队、法兰克大队、阿拉曼尼大队、泰法尔（Taifalae）、哥特、阿兰中队等等（406年至409年）。随着哥特王阿拉里克的入侵以及同时期君士坦丁在不列颠（407年至411年）、马克西穆斯在西班牙（411年）以及约维努斯（Jovinus）和塞巴斯蒂安努斯（Sebastianus）在莱茵河边境（411年至412年）等地接踵而来的叛乱，再一次给罗马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混乱。

正是在这一黑暗的年月中，罗马军队最终瓦解了，大部分本族军队随之消失，而与此同时无能的洪诺留却始终躲在拉文纳（Ravenna）的城墙和沼泽后方。早在阿拉里克时代之前，君士坦丁堡早已领教过了哥特骑兵的威力，并且已经设法让他们暂时为自己效力，意大利人对此应该也一清二楚，可此时的哥特人，却还是像之前之于东方一样成了罗马城的梦魇。骑枪和战马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斯提里科的将才，西罗马帝国训练有素的旧式轻、重步兵以及部署在军团两侧的本族或是蛮盟骑兵，都无法抵挡哥特骑兵的冲锋。直到斯提里科被他那位不知感恩的皇帝谋杀之后，帝国获得救赎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逝。哥特征服者们任意踏过意大利的土地，最终攻陷了王城拉文纳。他们后来之所以撤出意大利，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此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部队能够阻挡他们了（409年）。

欧洲南部的步兵时代至此彻底告终。步兵虽然依旧存在于军队之中，但已经不再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量，而是沦为了辅助部队——或是在会战时被当作轻步兵使用，或是用来驻守要塞，抑或是在骑兵无法深入的森林和山地中作战。罗马人和野蛮人都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在了骑兵部队的建设方面。

到匈人出现在罗马边境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显著。这支新出现的马上民族，因数量庞大、行动迅速，而且可以发射出足以让敌军无法接近的箭雨而战无不胜。他们的战术可谓是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an）、成吉思汗（Genghiz）以及帖木儿（Tamerlane）等人的原型。匈人对罗马军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匈人的范例引导下，罗马骑兵也引入了弓箭。随着5世纪的发展，罗马本族军队已经变得与他们在1世纪时的敌人——帕提亚骑兵相差不多了，较为高等的骑兵部队全部身着锁甲，配备弓箭和骑枪。与这些马弓手并肩作战的条顿蛮盟骑兵则仍然只装备着骑枪，而这也正是埃提乌斯和里西默指挥下在沙隆（Chalon）平原上抵挡匈人时的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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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隆会战中正与匈人作战的罗马步兵。在能干的将领指挥下，5世纪的罗马步兵依然能发挥出不错的战斗力。但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将军没有这种才干，步兵也因此而愈发衰弱



具有决定性的沙隆会战实质上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骑兵战。双方的马弓手和枪骑兵互相对决，埃提乌斯的罗马部队拥有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西哥特（Visigothic）骑士作为盟军，阿提拉（Attila）的匈人轻骑兵大军也有更加稳重的日耳曼仆从军以及东哥特人（Ostrogoth）、格庇德人（Gepidae）、赫鲁利人（Heruli）、锡里人（Scyrri）、卢吉亚人（Rugian）提供支援。在埃提乌斯军中，法兰克盟军一定拥有规模最大的步兵部队，但史料中从未记载他们在战斗中有何作为。但这场会战之所以能够获胜，并不是因为什么杰出的战术，而完全是得益于艰苦的激战。会战的决定性时刻，也出现在狄奥多里克的西哥特骑兵击败匈人本族部队之时，而且无论如何，这场胜利的主要功劳绝不会属于罗马士兵（450年）。



第二节

贝利萨留和哥特人（450年至552年）——骑兵主导地位的确立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寻5世纪军事变革的太多细节。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纪中叶变革仍在滚滚向前之时，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发展方向逐渐走向了两个不同方向。在西方，蛮盟成为帝国所依仗的唯一兵力。其中一位酋长，苏维汇人（Suevian）里西默在长达20年时间里，随意推举或是推翻皇帝。在他之后不久，又有一位锡里冒险分子奥多亚克（Odoacer）打破了西罗马帝国的皇位传承，推翻皇帝，自己以条顿国王的身份统治了意大利。只不过他为了将自己的篡位行为合法化，还是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那里求得了一个“罗马贵族”（Patrician）的称号（476年）。

在东方，本土部队的衰败从未达到西方那样的程度，蛮盟部队也从没有得到过政局的主导权。拜占庭（Byzantium）之所以没有沦落为里西默或奥多亚克之流的囊中之物，多半要归功于皇帝利奥一世（Leo I，457年至474年）。这位皇帝受到意大利所发生的变故警告，决心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作战效率，也要始终维持本土部队的规模，以制衡条顿辅助部队。尽管正是日耳曼将军阿斯帕尔拥立他登上皇位，但由于忌惮这位将军的显赫威名，他还是心狠手辣地杀死了阿斯帕尔。与此同时，利奥也开始增加军队中罗马人的比例。继位者芝诺（474年至491年在位）继承了利奥的政策，甚至还成为第一位将小亚细亚南部艰苦山区行省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动员起来服役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狂野的高地人一直被罗马人视为难以驾驭的惹是生非之徒，直到芝诺才终于将他们的勇气动员起来用于保护，而不是抢劫自己的邻居。这就好像13个世纪之后，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将苏格兰高地上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凯尔特人动员起来，将他们编成数个步兵团一样。除此以外，芝诺还招募了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一些罗马边境地区的居民。到芝诺的继位者接管东罗马帝国军队时，其中的本土部队已经足以制衡蛮族部队了。另外，芝诺还做出了另一个正确决定，即将条顿辅助部队中最强大的东哥特人全部哄骗到意大利去。如果不是如此，倘若狄奥多里克在击败了芝诺的数位大将、蹂躏诸多省份后仍留在巴尔干半岛，东罗马帝国就将陷入巨大的危机。所幸，狄奥多里克受到芝诺皇帝的建议和威名影响，决定带领着他的东哥特子民前去寻找一片新的家园。这样一来，默西亚和马其顿虽然已被蹂躏成一片废墟，但至少没有野蛮人定居下来（489年）。

在芝诺的继位者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us I）以及查士丁一世（Justinus I）相对和平的统治期间，东罗马帝国在军事和财政两方面都恢复了相当的实力。一本流传至今的小册子告诉我们，此时东罗马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完全集中在了骑兵身上。一位并非行伍出身的纸上谈兵者厄比西乌斯（Urbicius）曾向阿纳斯塔西乌斯进言，说他“发明了一种能够让步兵抵挡骑兵的办法”。他在开篇序言中声称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建立一套新的防御体系，因此他提议重新采用古老的马其顿方阵。只不过在他的体系中，方阵必不可少的长矛屏障并不再由士兵们自己手持长矛来组成。步兵们以弓箭和标枪作为武器（显然此时所有罗马步兵都装备了远程武器），每十人配属一匹驮马，负责背负装有矛尖的短木桩。敌军进入视野之后，步兵们必须迅速将木桩布置在队列前方，组成一道不间断的拒马（chevaus-de-frise）。如果地势开阔，敌军又有可能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步兵们就要组成一个空心的四方阵，并在所有方向上部署尖刺和木桩。“野蛮人在冲锋时通常十分鲁莽冲动，这些拒马将会迫使他们停下脚步，之后我方步兵所发射的箭雨即可在敌军拆毁屏障之前一排接一排地杀伤敌军，而这毫无疑问将会击溃敌军。如果能够用每支步兵部队都配有的弩炮加强四角，则更加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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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军队。无论是在作为主力骑兵，还是在作为辅助力量的步兵中，蛮族士兵的比例都已经相当高



这种不如说是幼稚的方法，缺点也是显而易见。它假定步兵们总是有充足时间去组成四方阵，而各部队从驮马上卸载木桩时的速度也必须步调一致，因为只要这道屏障上出现哪怕一个漏洞，都将带来致命后果。不仅如此，这种战术还会导致部队陷入动弹不得的境地。一旦组成四方阵，部队便再也无法移动，只要敌军尚有一个中队未被击溃，步兵们就必须死守阵地。另外，如果野蛮人在一次骑兵冲锋的掩护之下派出几队步兵去拆毁拒马，他们也肯定能够在某些地方取得成功。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只能防止步兵被敌军击溃，永远不可能对敌军施以致命打击。因为它会导致部队无法采取攻势，只能从自始至终地采取守势。

事实证明，这种战术从未被投入到实践检验中去，东罗马帝国的军队也始终将胜利希望寄托在本土和蛮盟骑兵身上。幸运的是，厄比西乌斯及其主人阿纳斯塔西乌斯之后那一辈人所进行的战争细节，被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这位观察力敏锐而又十分能干的亲历者记录了下来。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6世纪中叶东罗马军队的所有知识，无论是阵型部署、组织结构还是战术体系都应有尽有。

在查士丁尼（Justinian）手下那支为罗马帝国重新征服了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南西班牙的军队中，各族酋长领导的外族辅助部队和本土正规部队数量大体相当。蛮盟部队虽然仍以格庇德人、赫鲁利人、伦巴第人（Lombard）等条顿人为主力，但其中也混杂有数量可观的匈人和一定数量的亚美尼亚人。本土部队在一定程度上说即是原先常备军中幸存下来的各战斗群，但在此基础之上还有大批新部队，都是由经过皇帝允许的将军们为执行特殊任务或应对紧急情况而自行组建的。这种体系与中世纪英国的军队招募方式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更像是17世纪华伦斯坦（Wallenstein）和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名义上受皇命招募部队，却还是要依靠自身威名吸引佣兵的情况。

此时无论在蛮盟还是本土部队中，骑兵都已经成了更重要的兵种。从亚洲各省招募而来，身着锁甲的铁甲骑兵（Cataphracti）以及胸甲骑兵尤其受普罗科皮乌斯青睐。普罗科皮乌斯在书中指出，当时的马弓手要比古时的重步兵更加优越，由于这段文字极有代表性，我们在此也加以引述：


“有人一提到我们今天的步兵便称他们‘不过是一群弓箭手罢了’，而只去称赞历史上那些‘手持盾牌与敌军进行白刃搏斗的军团步兵’。这些人为我们失去古时的好战勇气痛心疾首，但事实上这却正代表着他们不过是无知百姓而已。他们说弓箭手在古时是受人鄙视的兵种，却不记得在他们所说的荷马
 （Homer）时代，弓箭手是既不骑马也没有装备长枪、盾牌或盔甲的轻装部队，他们徒步进入战场，或躲在战友的盾牌背后，或依靠岩石作为掩护。这样的弓箭手当然既不能有效保护自己，也不能信心十足地攻击敌军，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战斗的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人的体质柔弱，而且缺乏射击技能，他们只能把弓弦拉到胸口，箭矢飞出时自然显得漫无边际，而且威力可能也不足以杀伤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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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的罗马马弓手




“但我们今日的马弓手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身着胸甲，腿上也拥有及膝的胫甲。这些马弓手们配有弓矢和刀剑，大部分人配有长枪，左肩上还有一块小盾，它们由皮带绑在肩膀上，而无须用手握持。他们骑术高超，能够在战马全速奔跑时弯弓射箭，无论是前进还是撤退时都能保证箭矢的精准。他们并不将弓弦拉到胸口，而是拉到脸颊，有时甚至会拉到右耳，因此箭矢的威力也变得更大，总是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甚至能够毫不费力的同时穿透盾牌和胸甲。可即使如此，仍然有厚古薄今之辈因无知和愚昧，对我们的马弓手抱有鄙夷。然而这些马弓手的效率，早已在历次大战中展现得一清二楚了。”


事实上，拜占庭人在6世纪所采用的骑兵战术不仅完全适合于当时的职业士兵们，而且也要比先前罗马人的步兵战术更优越一些。在当时的将军们看来，只要能够让本土部队的马弓手与外族酋长率领的伦巴第、赫鲁利、格庇德等只用长枪做武器、装甲更为厚重的蛮盟部队配合作战，仅靠骑兵便足以进行一场会战了。在本土骑兵担任轻装部队，再由蛮盟骑兵加以支援的情况下，除驻防要塞或在森林、山区、沼地等骑兵无法通行的地带作战以外，步兵似乎便再无任何使用价值。而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不少战例的证明——第一次波斯战争中十分激烈、艰苦的达拉会战（The Battle of Daras）便主要是依靠骑兵赢下来的。而更具决定性的特里卡梅伦会战（The Battle of Tricameron），也就是将汪达尔（Vandal）势力逐出阿非利加的那一战，更是完全由骑兵打赢的。步兵在当天被远远地甩在了后方，直到会战结束、夜幕降临之后才抵达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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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描绘查士丁尼及其手下重臣的马赛克画像，分列这位皇帝两侧的便是贝利撒留（左）和纳尔塞斯（右），二人都曾立下赫赫战功，手下也都拥有规模庞大的家兵



查士丁尼麾下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无愧于普罗科皮乌斯给予他们的盛赞。他们所打赢的胜仗都来自于自身的强大，而败仗却基本都可以归因于皇帝的昏庸政策——查士丁尼坚持将指挥权割裂以交给几位不同的将军。这样一来，虽然他增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却牺牲了军队本身的作战效率。查士丁尼也许可以辩解说，东罗马帝国此时的军队招募方式已经形成了对皇帝权力的长期威胁。条顿人以士兵们效忠于王公个人的方式，围绕各自王公组建部队，而这种体系也已经深入到了罗马部队的根基之中。由于此时皇帝已经开始允许一些最出色的军官自行为帝国招募部队，而不仅仅是任命他们去指挥帝国原有的常备军，因此这种在蛮盟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效忠体系，也逐渐传播到了本土部队中间。在整个6世纪里，皇帝始终忌惮于士兵对其直接上级的忠诚。这些士兵们因指挥官的威名而应征入伍，而他们对指挥官的忠诚很可能导致他们对皇权视而不见。到后来，将军们又获准可以将任何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士兵编入个人卫队之后，名将们就开始被规模和入伍动机都令人感到十分危险的家臣所簇拥。贝利撒留（Belisarius），甚至太监纳尔塞斯（Narses）等人都拥有由忠实部下组成的庞大部队，其中贝利撒留在对哥特人作战取得大胜的时期，拥有不少于7000名效忠于他本人的老练骑兵。因此也无怪乎罗马人会喊出“仅凭一人家兵便推翻了狄奥多里克王国”之言。

若以更加现代一些的情况来举例，这种亲兵部队的存在，使每一位成功的罗马指挥官都有成为华伦斯坦的能力。可这样一来，皇帝为了避免某位军官变得功名过于显赫，就不得不让几位互相不和的将军共同指挥军队，而这通常都会带来灾难性结果。这种由忠诚于将军个人的部队组合而成的帝国军队，正是6世纪罗马军事体系的显著特征。在当时，人们会以指挥官的名字而非正式番号来称呼其手下部队，这足以显示出这种体系的普遍性。这与罗马原先的习惯实属天壤之别。

重骑兵与弓箭的结合，在查士丁尼大军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其在东西两个方向上面对帝国最重要的对手时所赢得的三场主要胜利中可见一斑。

三场胜利中时间最早的是530年的达拉会战，这也是贝利撒留所赢得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达拉是一座重要的边境要塞，在当时受到了40000波斯军队的威胁。贝利撒留为避免达拉遭到围攻，集中了22000人马。他将士兵们部署在城墙下不远的地方，以便在被击败时可以迅速寻求城墙的保护。其主要由步兵组成的中央部分要比两翼更为拖后，而且受命避免与敌军进行白刃战。左右两翼实力相等的骑兵部队位置则相对靠前。为避免两翼和中央脱节，步兵阵线两侧还各布置有600名蛮盟骑兵（匈人），以便从最近的距离上支援两翼骑兵。在步兵阵线的背后，则是贝利撒留本人和由胸甲骑兵组成的将军卫队。贝利撒留的整个正面由一道壕沟掩护，其上开有数条可供部队自由进退的通道。由于双方在会战中都曾不止一次跨过壕沟而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可见这条壕沟并非难以跨越的障碍物。贝利撒留在一翼上拥有一座孤立山丘作为掩护，另一翼是否拥有同样的掩护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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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会战(530年）



波斯人似乎组成了两条战线，他们也和罗马人一样将骑兵部署在两翼，而步兵位于中央。不过其具体排布方式并没有得到明确记载，我们只知道所有的激烈战斗都是由骑兵进行的。按照贝利撒留的评价，波斯步兵不过是一群“半训练的农夫，只能担任苦役或从远距离射箭”。第一天，双方仅进行了一些没有决定性的散兵战斗，第二天才迎来了激烈的会战。

波斯人开始推进之后，便与罗马的两翼发生接触，但由于罗马的中央部分位置拖后，即使在两侧的骑兵已经爆发激战之后，双方步兵仍然仅限于以弓矢互射。在罗马军队的左翼，波斯人起初占据了优势，但当他们越过壕沟之后，侧翼便遭到了罗马步兵左侧的匈人骑兵冲锋。与此同时，一小队隐藏在那座孤立山丘上的赫鲁利蛮盟部队也对敌军后方发动了冲锋。波斯人在被击败之后只好撤退，但并没有溃散或退出战场。罗马人则重新占据了开战之初的阵地。

与此同时，波斯人对罗马右翼的进攻要远比左翼更为猛烈可怕。波斯指挥官将著名的不死军（The Immortals）以及从其他骑兵中挑选出来的精兵布置在了这里。在第一次冲锋之下，罗马右翼的骑兵便被赶向了达拉城门。可这样一来，得胜的波斯骑兵便与其中央脱节了，而后者此时还在与躲在壕沟中的罗马步兵用弓箭互射。为打击波斯中央与左翼骑兵之间的空隙，贝利撒留首先投入步兵阵线右侧的600名匈人骑兵，之后又将原先位于步兵左侧的匈人也投入了进去，这支部队早在罗马左翼的危险告一段落之后被贝利撒留召回。贝利撒留也亲自率领将军卫队紧随其后。在侧翼和背后遭到上述生力军打击之后，波斯左翼掉过头来开始逃跑，而其逃跑的方向更使其与中央部分彻底脱节。在命令重新集结起来的右翼骑兵去追击逃敌之后，贝利撒留率领匈人和将军卫队打击波斯中央部分暴露的左侧，位于此处的波斯步兵立刻便被击溃逃亡，大批士兵被罗马人屠杀。此战过后，波斯人便再也不愿在开阔地上与罗马军队进行正面会战了。

这场会战的战术要点在于，贝利撒留通过将步兵部署于拖后位置并由壕沟对其加以保护等精心部署，始终没有让步兵承担战斗的压力，而将重任完全交给了骑兵部队。骑兵则被部署于突前的位置上，以此来将敌军的主要冲击吸引到他们身上。由于波斯人也同样采取了加强两翼的部署，贝利撒留得偿所愿，其中央步兵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如果对方指挥官采取完全相反的计划，加强自己的中央，并以罗马阵线的相应位置作为主要攻击点，贝利撒留也可以在敌军进入罗马两翼和中央拖后步兵构成的空心地带之后，挥动两翼骑兵攻击波斯侧翼，击败对方。

对于碾压了汪达尔人的那两场战斗，我们无须多加太多笔墨。其中的十里会战（The Battle of Ad Decimum）不过是一些机缘巧合的结果，战斗双方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互不相关的小战。在这场会战中仅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匈人轻骑兵的冲锋在当天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第二场，也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里卡梅伦会战则是一场纯粹的骑兵战斗。在贝利撒留发现汪达尔人已经列好了阵势与他对敌时，罗马步兵仍然被落在后方行军。但即使如此，贝利撒留仍然决心立刻迎战，他将蛮盟骑兵和本土的骑兵常备军分开部署在两翼，而将全军的精锐，此事人数已达到数千人之多的将军卫队部署在中央。罗马人的正面由一道小河掩护，贝利撒留希望能够引诱汪达尔人渡河，以便在对方因渡河而秩序发生混乱时对其进行冲锋，可汪达尔国王格拉米尔（Geilamir）却没有采取攻势，始终在河对岸按兵不动。贝利撒留派出一些小股部队，渡河去骚扰对方的中央，试图引诱对方对自己发动冲锋，不过汪达尔人始终能够控制住自己，仅派出了规模比罗马小股部队稍大一些的骑兵，将罗马人逐退到了河对岸，而自己却并没有渡河追击。在看到敌军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之后，贝利撒留便认定对方已经因十里会战的失败而士气低落，自己可以用速决战击败对方，因此贝利撒留命令自己的中央部分渡过小河，前进发动攻击。汪达尔人则围在这支部队周围，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将军卫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可正当汪达尔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试图包围并摧毁罗马军队中央之时，贝利撒留开始推进其两翼的部队，命令他们渡河全力参战。汪达尔人由于对敌军的全线进攻准备不足，而且又在试图包围罗马中央的过程中被敌军打击了侧翼，其两翼一触即溃。而两翼的逃亡又使中央失去了掩护，导致后者几乎全部被罗马人杀死，其中也包括国王的弟弟，军队的司令官特查宗（Tzazo）。格拉米尔本人的表现十分拙劣，根本没有尝试重整部队，而是骑着一匹快马逃之夭夭（535年）。

汪达尔王国就这样在不到一小时的骑兵战斗中被终结了。这场战斗给人们的教训在于两支骑兵部队对决时，完全采用消极防御态度的一方即使人数上占有明显优势，也一定会在面对敌军冲锋时被击碎。显然，格拉米尔本应在罗马中央军队渡河时向对方进行冲锋，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任由对方对自己发动攻击，导致会战失败。1300年后，英国重骑兵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冲锋也在小规模上印证了这一经验。当时也是较为强大的那支骑兵停在原地坐等攻击，并在一段时间内顶住了苏格兰灰色轻骑兵（Scots Grey）和恩尼斯基林龙骑兵（Inniskilling）的正面进攻，可是短短几分钟后，当皇家骑兵卫队和第4、第5近卫龙骑兵团对其侧翼进行冲锋之后，敌军便立刻被击溃，并陷入了灾难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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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利撒留坚守罗马的过程中，往往只派骑兵出城作战，步兵只能在城墙上观战喝彩



查士丁尼发动的三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哥特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由围攻而非会战组成的战役。直到贝利撒留占领拉文纳为止的战争前半段，哥特人和帝国军之间并没有爆发哪怕一场全面会战。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决定性事件为罗马城的长期围困，最终哥特人不得不接受挫败选择撤退。导致该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哥特人缺乏使用攻城武器的技巧，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坎帕尼亚（Campagna）地区流行的致命热病削弱了他们的兵力。不过即使围攻战是535年至540年间战争的主角，双方还是发生了很多散兵战斗和小规模战斗，只不过从这些战例中，我们无法看出双方的数量和战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战斗中几乎所有的对决都是由双方骑兵进行的，而骑兵似乎在双方兵力中也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数量。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贝利撒留极少使用的步兵部队中，有不少人都在战争的第三年设法弄到了马匹，并学着成为轻骑兵，甚至曾有一次，步兵中最优秀的伊苏里亚弓箭手指挥官找到贝利撒留抱怨，他们因在大部分战斗中都无法参战而感到十分苦闷，因此贝利撒留在后来的一次出击中给他们安排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这一安排只是为了安抚这些勇敢的士兵，而绝不是认为将他们置于第一线会对战斗有利。战斗的结果对这些步兵而言也十分苦涩——己方一小队骑兵头脑发热地逃跑，冲过了伊苏里亚弓箭手的行列，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紧接着哥特骑兵又攻击了这支步兵部队，将他们彻底击溃。两位负责这次出击的指挥官，普林西皮乌斯（Principius）和塔木图斯（Tarmutus）均在试图重整溃散的部队时被杀。这次战斗的结果也只会让贝利撒留更加确信骑兵的优势地位。

幸运的是，这位伟大将领对这次战争中战争艺术形式的见解被保存了下来。在罗马围攻战期间，他手下的一些军官询问他如何敢于凭借如此小规模的部队去攻击哥特势力，试图寻找到他一直以来对最终获胜充满信心的原因。根据当时亲自在场的普罗科皮乌斯的记载，贝利撒留做了如下回答：“在与哥特人最初的几场散兵战斗中，我总是会去观察敌军，寻找对方战术中的优点和弱点，以便调整我自己的战术加以应对，尽可能弥补我在数量上的劣势。我发现，我们与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军的罗马常备骑兵和匈人蛮盟都是马弓手，而敌军的骑兵却并不懂得如何骑射。由于哥特骑兵只会使用骑枪和刀剑，而他们的步弓手又总是被部署在重骑兵的背后，因此他们的骑兵只有在白刃战中才能发挥效力，很容易在双方接触之前就在队列中被射倒。另一方面，他们的步弓手因为绝不敢向敌军骑兵前进，因此始终都只能留在后方太过遥远的地方。”哥特大军的两只臂膀始终无法协调行动，骑士们总是想接近敌军，而弓箭手们更愿意从远距离上射击，而且十分担心自己会暴露在敌军骑兵冲锋的面前。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前者总是会在罗马人的弓箭火力挑逗之下发动鲁莽且不成熟的冲锋，而后者在看到骑兵被击败后也会立刻撤退，绝不会抱有一丝挽回局势的想法。

贝利撒留的这些真知灼见，以及他对于哥特大军弱点的透彻了解，可以从这场战争中一场鹤立鸡群的大会战看得一清二楚（即使这位名将并没有亲自参与会战）。这场塔吉纳会战（The Battle of Taginae，552年）为战争画上了句号，赢得这次会战的太监纳尔塞斯虽然只是一位宫廷宦官，但表现出了不亚于贝利撒留的军事天赋。此时哥特人的领袖已不再是贝利撒留所面对的那位优柔无能之辈维蒂吉斯（Witiges），而是曾在不少小战中击败过东罗马人，对敌军战术了解颇深，勇猛且颇具经验的战士托提拉（Totila，原名巴杜伊拉）。这也使纳尔塞斯的胜利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塔吉纳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分水岭的山脚之下，位置接近现代的古比奥（Gubbio）。维蒂吉斯原本希望据守山脉一线，可是就在他集中力量守卫主要的山口时，纳尔塞斯却从一条小路绕了过去，很快就会出现在山脉西侧的山脚下。托提拉及时赶到，占据了谷底的出口，并列成战斗序列，强迫纳尔塞斯要么与他进行会战，要么就只能在面对着一支强大敌军的情况下，冒险从难行的山口撤退。这片战场位于一块群山环抱的高地平原之上，有大约两英里宽的地面适于骑兵行动，而狭窄的山谷尽头则流淌着台伯河（Tiber）的支流基亚肖河（Chiascio）。虽然罗马人在数量上占据着不小的优势，但双方在平原上的战线长度似乎相差不多。在纳尔塞斯极左翼的前方，有一座陡峭的孤立山丘能在侧翼受到攻击时提供不错的掩护，纳尔塞斯派出一小队步兵占领了这个山丘。在双方会战之前的那晚，哥特国王试图占领山丘，但他派出的骑兵无法在通往山顶的陡峭道路上站稳脚跟，并在受到了一些损失后被罗马人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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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纳会战（552）



与哥特传统战术相同，托提拉也将全部的信心都寄托在骑兵身上，而骑兵似乎也在他的大军中占据了大半人数。哥特骑兵囊括了所有的精英贵族，而且还拥有数百名日耳曼佣兵的加强，后者经常从罗马军中出逃，转而效力于他们眼中古代英王的继业者。托提拉将骑兵部署在第一线，并将全部步兵（大部分是弓箭手）列在其后组成第二线。他计划不进行任何散兵战斗或缓步前进，而凭借一次出人意料地猛烈冲锋突破罗马人的中央。根据他的亲自观察，罗马军队的中央部分仅部署了步兵部队，因此被他视为薄弱环节。托提拉希望以最快速度接近敌军，以此来避开罗马部队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也就是密集的弓箭火力。在拖延了一整个上午之后，托提拉突然在午餐时分率领全军前进，试图出其不意地攻击纳尔塞斯。

为迎击哥特人的冲锋，宦官将军纳尔塞斯采用了一套似乎是由他本人所首先发明的战术——无论如何，那个时代的任何将军都不曾使用这种战术。纳尔塞斯的中央部分由精选的蛮盟部队组成，拥有八千名伦巴第人、格庇德人和赫鲁利人。他命令这些部队下马，使用骑枪进行步战。这种让披甲骑兵下马作战的战术，与后来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在克雷西会战中的战术极为相似，如果考虑到纳尔塞斯还在蛮盟的下马骑兵两翼各部署了四千名罗马步弓手，二者就更为相似了。这些弓箭手位置要稍微靠前一些，使阵型呈新月形，这样一来，敌军在前进时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中空地带，受到弓箭手的半包围，并暴露在从两侧而来的箭雨之中。为保护这些弓箭手，没有下马的罗马本土骑兵被部署在他们背后。最后，在先前提及的那座阵线前方的山丘上，纳尔塞斯还部署了两个骑兵支队，与主力部队呈夹角布置。如果哥特步兵跟在骑兵后方一同推进，将侧翼暴露出来，这支部队即可以对其进行侧击，将其击溃。

这一独特的阵型将手持长枪、排成密集方阵的下马骑兵与侧翼的弓箭手结合了起来。在这个时代，步兵早已不再依靠整齐的枪阵来抵挡骑兵，而托提拉似乎也对他所面对的这种战术有何威力毫无概念，就连写下这场会战历史的史学家，都仅仅是从政治而非军事角度去解释纳尔塞斯的战斗序列。普罗科皮乌斯告诉我们说纳尔塞斯并不信任伦巴第人和格庇德人，认为他们可能因同情和敬仰托提拉而临阵脱逃甚至投敌，因此才让他们下马以阻止他们移动。但这一毫无道理的解释无疑是错误的，在纳尔塞斯的另一次伟大胜利，即卡西利努会战（The Battle of Casilinum）中，他也使用了与此相似的阵型，而当时蛮盟部队并没有任何不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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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兰克军队



到了中午时分，哥特国王突然命令骑兵发动冲锋，他们对直向着敌军的中央前进，而没有理会两侧的弓箭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像后来法国骑士在克雷西会战中所犯的错误一样。当他们进抵罗马人组成的半圆阵型中间时，就开始成百地被从两翼而来的交叉火力所射倒。由于损失惨重，再加上数百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骑手受伤的发疯战马在行列中胡乱冲撞，哥特骑士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他们冲锋的速度也因此被减缓到了极慢的程度。直到很长时间之后，哥特人才在经受了极大困难之后抵近蛮盟下马骑兵密集方阵所在的罗马战线中央。由于哥特人已经失去了一切的突然性和冲击力，他们没能击败对方的枪阵，使战斗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白刃肉搏中。哥特骑兵在数小时里反复冲锋，却始终无法打开突破口，而罗马两翼的弓箭手也始终不断地利用齐射大批地将他们射倒。而本应去攻击罗马弓箭手以支援骑兵的哥特步兵，却因为担心自己侧翼会遭到纳尔塞斯左翼的骑兵支队攻击，根本没有前进到足够靠前的位置。

到了黄昏时分，哥特人已经彻底力竭，在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后，精疲力竭、士气动摇的哥特人骑兵大军开始撤退。纳尔塞斯立刻便派出罗马骑兵对他们发动冲锋，罗马骑兵在之前根本没有投入战斗，是一支生力军。哥特人随即溃逃，并在无组织的逃亡中碾过了自己的步兵，后者在混乱中也没有散开行列以供溃退的骑兵通过，始终因惊恐而无助地停留在原地。

长枪和弓箭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实验以全面胜利而告终。假如托提拉命令步弓手在部分骑兵的支援下前进，或者在对罗马中央的下马骑兵冲锋之前派出一些骑兵去攻击罗马弓箭手，战况也许会变得完全不同。由于整场会战中托提拉根本没有表现出他先前赢得威名时的能力，因此我们也倾向于接受普罗科皮乌斯的说法，即他在大冲锋开始时便受了致命伤，哥特人事实上在整个下午的战斗中根本没有统一指挥。不过此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托提拉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逃离了战场，想要趁着夜色逃之夭夭，但却被一小队追击的骑兵杀死。后一种说法通常更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可，但被认可的原因很可能只是这个说法所能提供的细节更多而已。

纳尔塞斯攻克了几座在塔吉纳和萨尔诺会战（The Battle of Sarno）后仍然坚持抵抗的哥特要塞后，哥特战争的余烬几乎要被他完全扑灭。可就在此时，他却又被派去对付一个全新而又完全不同的敌人。在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休德伯特（Theudebert）手下两位将军——洛塔尔（Lothar）和布塞林（Buccelin）两兄弟带领下，一支法兰克大军进入了意大利，试图阻止罗马帝国享受胜利果实。与哥特人不同，法兰克人是一个步兵民族，擅长使用长枪、刀剑和战斧，下一章中我们也将对他们的战术加以详述。在坎帕尼亚的卡西利努，距离哥特人最后一搏的萨尔诺战场不远处，纳尔塞斯对他在塔吉纳会战中用来对付托提拉的战术稍作改动，便消灭了布塞林手下的8万大军。

法兰克人通常会以大纵深的纵队或楔形队形前进，其阵型的坚硬程度使其即使在侧翼受到攻击时也很难被击溃——在前进时，如果侧翼遭到攻击，法兰克人就会停止前进，转向受攻击的方向，击退进攻者。熟知这种战术的纳尔塞斯为法兰克人准备了一个可怕陷阱。他将自己的步弓手和其余步兵布置在中央，并让部分精选的蛮盟骑兵下马，列在步兵背后，同时再由罗马本土骑兵（全是马弓手）组成两个宽度很大的侧翼。法兰克纵队在攻入中央之后，没有遭遇多大困难便击溃了第一线的普通步兵和第二线的步弓手，之后法兰克人便开始与位于轻装部队后方的赫鲁利人以及其余蛮盟部队接战，压迫着他们后退。但就在此时，纳尔塞斯将两翼的骑兵向内旋转，似乎要对前进中的法兰克纵队两翼进行冲锋，法兰克人立刻停止前进，做好了迎击骑兵的准备。可纳尔塞斯没有让骑兵接近对方，而是停在了距离对方一百码的距离上，并命令马弓手们向敌军密集纵队这一巨大的目标尽可能倾泻箭雨。由于担心阵型破裂，对方骑兵冲入空当，法兰克人既不敢向前方也不敢向侧翼前进，只能绝望地站立在原地，暴露在自己无法还击的箭雨之中。法兰克人的蛮勇虽然也使他们得以在原地坚守长达数个小时，但最终他们的士气还是发生了崩溃，并开始向唯一没有被包围的后方逃跑。等到对方已经彻底动摇，失去秩序之后，纳尔塞斯才下令进行全面冲锋。他的骑兵一再突破已经破裂的纵队，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据说在布塞林的军队中只有五人得以从战场上逃离。

这是东罗马军队在意大利所取得的最后一场胜利，并为战争艺术史的转型期画上了句号。古代的战术和阵型早已消失，中世纪也随着法兰克人进入战场而降临到了整个欧洲。



第二章

中世纪早期

（500年至768年）



第一节

西哥特人、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

当我们将眼光从罗马帝国后期的战争艺术移开，转向建立在西罗马帝国灰烬之上的条顿各王国的战争艺术时，我们就从一个相对明确清晰的领域迈入了一块充满疑问和模糊不清之处的新领域。要知道，即使我们有着韦格蒂乌斯所著作的军事教程，也有《百官志》这样的官方文件，以及像阿米阿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这样优秀的士兵记录战史，我们对于罗马后期的战争艺术仍多有疑惑之处。而对于只能从牧师们撰写的冗长编年史、古代诗歌片段以及各种条顿法律中找到一些资料的西欧战争艺术，我们又如何能指望获得深入了解呢？想要从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勾画出希拉克略（Heraclius）皇帝在历次战役中遭遇的波斯人曾如何行动已经十分困难了，而想要发掘出特斯特里（Testry）、瓜德雷特（Guadelete）、迪奥汉姆（Deorham）、海温菲尔德（Heavenfield）等会战中的决定性战术要点更是不可能之事。因此我们对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只能局限于介绍其军事体系、武器、盔甲，其间仅穿插有少量关于战术的剪影。在为数不少的情况中，对我们而言，编年史的价值尚且不如同时代各族法典、诗歌、古代绘画手稿或是战士坟墓中早已腐烂的遗物碎片。

所幸，那个时代的特点也使当时的战争艺术史显得十分简单。到6世纪，罗马延续下来的最后一些战争艺术也已经在西欧彻底消失。除被拙劣修补起来的城墙仍矗立于一些大城市周围，罗马的军事技艺已经彻底无迹可寻。在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战略艺术的时代中，人们完全依靠蛮勇，而非技艺高超的机动或是利用外部优势条件去赢得战斗。各民族的战术也不过是墨守原有的民族组织结构。在中世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套新式军事制度的逐步演化，而这套军制最终缔造了一个军事阶级，并使它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力量。而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民族中，整个部落全民皆兵的老式体系已经衰亡。伴随着这种变化，士兵的武器装备也发生了变化，这对于战争面貌的改变也一样是翻天覆地。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转型期在11世纪告终，因为到了那时，封建骑士已经压倒了从东方的马扎尔（Magyar）马弓手到北方的丹麦斧手等一切曾与之对敌的部队。作为两百年间西欧步兵单独对抗骑兵的最后一次著名战例，哈斯丁会战（The Battle of Hasting）成了这一时代终结的标志。

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条顿诸国，有些是由擅长在马背上作战的民族建立的，也有些是由擅长徒步作战的民族建立的。似乎所有原栖息地位于多瑙河以远或黑海以北的部落，此时都已经学会了骑马，如东西哥特人、伦巴第人、格庇德人和赫鲁利人。另一方面，来自于莱茵河下游沼泽地带或日耳曼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荒野的部落，基本上都以步兵为主，如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盎格鲁人以及无一能在马上作战的北欧人。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两种差别如此明显的民族中，都有很多部落曾与罗马人紧密接触了长达数百年，他们本应从罗马帝国身上学到些经验才对。可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尽管法兰克人的祖先卡马维人和卡蒂人（Chatti）在与罗马人为敌之前，已经作为辅助部队为罗马人效力了400年之久。但令人惊讶的是，5世纪的法兰克人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其强大邻居的任何影响，而情况与之相似的哥特人却在罗马的影响下全盘改变了武器和战术。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法兰克人似乎也并没有比撒克逊人、盎格鲁人等与罗马接触时间较晚，接触程度相对也没有那么紧密的民族更加先进。从某种角度来说，出现这一情况肯定与罗马皇帝鼓励各辅助部队继续保留自己民族的原有武器装备有关。诚如蒙森（Mommsen）所说，在4世纪和5世纪中，那些罗马化程度较低的条顿佣兵部队反而更被罗马人所看重。可尽管如此，直到克洛维（Chlodovech）时代，法兰克人仍然没有装备任何盔甲且完全不会骑马作战，这点也还是令人感到十分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罗马军队在400年左右时便曾拥有过一到两个法兰克骑兵中队。但很显然，罗马人的战争经验并没有对该民族大部分部落造成影响，因此他们的战术也没有发生变化。



西哥特人（500年至711年）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对哥特人以及他们将骑兵视作优势兵种的情况有所着墨。狄奥多里克曾率领西格特人在加泰罗尼亚（Catalaunian）平原上对匈人发动冲锋，托提拉的东哥特人则在面对纳尔塞斯的马弓手时精疲力竭。到553年，东哥特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的西哥特亲族却一直保留着相同的好战风俗，并一直幸存到了8世纪。若以军事力量而论，西哥特人并没有多么强大，他们在与法兰克步兵的争斗中往往都会以失败告终，而且也曾在与来自塔里克（Tarik）和穆萨（Musa）的撒拉逊人作战时十分耻辱地遭到惨败。可话虽如此，在我们看来，西哥特人的弱点来自于政治问题而非纯军事性。从一开始起，西哥特人的数量就显得实在太少，难以稳固守住他们所征服的庞大领土。苏维汇人能够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不断在加利西亚（Galicia）山区与他们对抗，而即使是查士丁尼在伊比利亚半岛南海岸建立的薄弱边防线，也同样能够在70年的时间里抵挡住西哥特人。到了6世纪，西哥特军队依然以少量贵族带领着麾下家臣（Buccellarii或Clientes）组成，而这些贵族手下的部队也并不效忠于国家或者民族。最初由阿拉里克和阿道夫（Ataulf）率领的军队规模很小，而由于致命的宗教隔阂，哥特征服者无法吸纳西班牙各省居民以充实人口数量。雷卡雷德（Reccared）国王虽然在589年改信正教，但已经为时过晚，无法拯救因人数过少而即将灭亡的西哥特人。虽然西班牙各省居民能够在军队中服役，但由于这些当地人并不情愿服役而且只能充当效率极低的辅助部队，因此从军事角度上来看，他们的价值很小甚至根本没有价值。而将他们与其哥特主人融合起来的工作又进行得极为拖沓，甚至到撒拉逊人于711年征服西班牙时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哥特王国之所以毁于一旦，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由自由人组成的坚实中层阶级。由于缺少中层阶级，西哥特军队的核心力量就只能由各路公侯和宣誓效忠于他们个人麾下的骑兵组成。这支部队在缺乏忠诚这方面，可以说将后世那些封建军队的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阿马尔里克（Amalric）于531年被杀死后，原有的哥特王室便断绝了，而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位国王能够成功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王朝。哥特王位在一位又一位篡位者之间不断更迭，所有权贵都觊觎着王位，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家臣帮助下将其纳为囊中之物。各省平民在权力更迭之中只能无助地逆来顺受，根本无法保障自己的任何权益，而后期的哥特诸王也完全没有想过要通过与教廷建立友谊、争取群众支持来稳固王位。到7世纪末，似乎所有中层阶级都已经消失了，而且还出现了英格兰在遭到丹麦入侵后一样的情况，即小户自由民“自告奋勇”地拜入当地豪族门下，成为后者的佃户。

西班牙贵族的地位最初与英格兰乡绅一样，是要通过服役而非血缘关系才能赢得的。原先阿道夫用来征服西班牙的大军，虽然在名义上是西哥特人，但其中却混杂了大量条顿各族的士兵。而阿拉里克早年在伊庇鲁斯所率领的大军中，由西哥特组成的核心部队规模也很小，直到各种冒险分子加入之后使全军数量变得庞大起来。在这些后来者中，最重要者是在斯提里科被杀后投奔入侵大军的三万意大利蛮盟部队。也正因为如此，这支多民族大军之中并没有公认的贵族血脉，而只有像伦巴第人、巴伐利亚人或撒克逊人那样更加紧密的民族中才会存在贵族血统，因此在早期哥特的军队中，只有被国王提拔的人才能出人头地。可一旦这些人得到了“公爵”“伯爵”之类的头衔，获得土地和佃农，就会变得富有起来，而他们的后人也会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利用财富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成为真正的贵族阶级，大部分省区的总督都是从这一阶级中提拔而来，一些铁腕国王想要用并无太多威望，但却十分忠于自己的家臣取代他们时，贵族们就会怀恨在心。辛达苏因斯（Chindasuinth，641年至652年在位）和瓦姆巴（Wamba，672年至680年在位）两位国王曾在短期内压制住了这些贵族，可一旦权杖被传到了较为弱势的国王手中，贵族们便会重新树立威风。到711年西哥特的君主政体彻底倒塌之时，整个哥特王国立刻就被彻底地封建化了，贵族也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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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士兵及其装备。1a.带护腮的头盔；1b.普通的圆形头盔，其构造与5世纪时罗马人所使用的头盔相差不多；2a：哥特人使用的腰带，与罗马形制也十分相似；2b.一种自6世纪开始出现的，相对较窄的腰带；2c.腰包；2d.打火石；2e.腰带扣具；2f.在俄罗斯发现的哥特腰带扣具；3a/3b/3c.三种不同的胸针



关于那个时代西班牙的史料记载实在太少，因此我们对6世纪和7世纪间连续不断的哥特内战细节也知之甚少。到7世纪末，就连编年史也变得愈发空洞，埃吉卡斯（Egicas）、罗德里克（Roderick）等最后一批哥特国王仅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到7世纪末，西哥特国王们一定在绞尽脑汁地维持军队规模，旺巴所制定的一条著名法律也足以为此提供佐证。按照旺巴的命令，“参加军队的所有人，无论公爵、伯爵、城主、哥特人、罗马人、自由民、被释奴隶还是王家土地的佃户，都要带上自己十分之一的奴隶随军出征，并为他们配备武器”。除了极度缺乏善战的中层有产阶级以外，再无任何情况能逼得这位国王制定如此绝望的法律。一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导致旺姆巴在另一条法律中，又要求拥有土地的教士也要带上武装奴隶参战。对于哥特军队的组织结构，我们只知道从各地区征召来的部队都由各自的伯爵带领，而各地区的分划规则继承自先前罗马的行政区（Civitas）。在伯爵之下还有千夫长（Thiufads）和百夫长（Centenarii），各自负责征召并指挥自己领区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伯爵负责担任当地的法官和总督，地位与英格兰的郡长（Ealdorman）相当。到了战时，他们还要在战场上担任各地区征召兵（无论哥特人还是罗马人）的指挥官。正因为这种组织结构，西班牙的哥特军队虽然总是拥有庞大的数量，但却缺乏组织纪律，而士兵对于服役也不情不愿。这些乌合之众对朝生暮死的国王毫不关心，而更在意如何讨好自己家乡的统治者和伯爵。所以，当贵族们发动叛乱时，哪怕由手下居民组成的军队十分慵懒，而且也同样不情愿参战，但贵族还是可以信任这支军队。到7世纪，居民中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被权力达到顶峰的地方统治者们称为自己的“子民”，即使在官方文件中也是如此，就好像这些统治者（Tyranni）是不从属于任何国王的独立王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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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的哥特骑兵



哥特贵族和手下的亲兵们都是骑马参加战斗，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曾在615年写道：“（哥特人）享受战马奔跑的感觉。”不过在必要时，他们也会下马作战。骑枪是哥特人最重要的武器。士兵身着锁甲或者鳞甲，佩戴着带有装饰的头盔，其形制可能与他们的法兰克邻居相同。除此以外，他们还会携带圆盾、刀剑以及匕首（Semispatha或Scrama）。哥特人对战锤和战斧一无所知，直到后来他们才从法兰克人那里学会使用战斧，因此他们也将其称为“法兰克斧”（Francisca）。国王埃尔维希（Erwig）在680年颁布的一道命令中，曾命令主教和贵族们必须要为自己带到军队中来的一部分奴隶配备身甲，其余大部分奴隶也要拥有盾牌、长矛、刀剑、匕首、弓箭和投石索。从这道命令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甲胄在哥特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埃尔维希在命令中使用了“Zaba”一词来指代身甲（该词也被莫里斯、利奥两位皇帝用来指代拜占庭骑兵的铠甲），而没有使用法兰克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条顿部落常用的“Brunia”或“Byrnie”。

与哥特伯爵及手下的骑兵亲兵相反，本地征召兵组成了数量庞大的步兵，其地位与英格兰的民兵（Fyrd）相当。他们没有铠甲，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粗制滥造，而且他们并不愿意服役。这些人身上只有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哥特血脉，因此他们根本不愿为哥特人作战，即使服役也只是敷衍了事，效率极低。

西哥特人在围攻方面的技艺，似乎要比他们的条顿亲族们更为高超一些。这可能是他们在雷卡雷德、西希博特（Sisibut）和斯文西拉（Swinthila）等国王带领下，对西班牙南部各港口城镇进行围攻时从东罗马人那里学来的。当时，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580年至620年），这些国王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要夺回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阿尔加维（Algarve），二者都是因先王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的愚行而叛变归顺了查士丁尼麾下诸将。我们从史料中发现，西哥特人知晓如何使用投掷石块的抛石机（Funda）和发射标枪的巨弩（Balista），他们还曾使用过攻城锤（Aries），并利用掩体（Pluteus）为其提供掩护。哥特人甚至还曾使用被称为“地鼠”（Musculus）的部队挖地道捣毁城墙地基。史料对于瓦姆巴于673年攻陷尼姆城（Nismes）的围攻战记载相对比较详细，在这次围攻中，攻城锤、抛石机、火箭都有投入使用的记录。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西哥特人的终结显得十分突然，而且没有任何荣誉可言。我们无法判断各地伯爵们的不忠，伯爵手下民兵的懒散或是缺乏拥有优良装备的士兵对于瓜德雷特会战失利各自产生了多少直接影响。有关这场西哥特人末日之战的所有细节都已经遗失了，而且我们对于前一个世纪中发生在西班牙的各场战争，也找不到足够资料来解构西哥特军队的战术体系。



伦巴第人（568年至774年）



关于伦巴第人这最后一支以骑兵作为主要战斗力的条顿种族，我们所知道的要远比关于西哥特人的更多。伦巴第人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与东罗马帝国的直接接触要远比其余同胞更多，因此我们可以从拜占庭史料中找到一些关于伦巴第人的信息。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出色地记录下了关于伦巴第人的早期传说，而且还留下了一部关于他们后来经历的简略编年史，其中包括大量生动的故事和传说。即使这些故事可能并不是准确的历史，可由于记载了伦巴第人的习俗，它们还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伦巴第国王罗撒里（Rothari）在643年编制的法典及其后任诸王增补的法条中找到一些信息。

与所有曾生活在多瑙河中游的种族一样，伦巴第人本质上也是马背民族。保罗所记载的早期民间传说将其显露无遗，而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登场，也同样可以一目了然地证明这一点。普罗科皮乌斯曾记载伦巴第人为纳尔塞斯提供了两千五百名贵族出身的骑兵以及三千名作为前者家臣或者扈从的低等骑兵。虽然伦巴第人在塔吉纳会战中下马作战，但那只是依纳尔塞斯命令所为。当时这位老将决心将最为坚韧的辅助部队置于中央，以确保此处拥有足够的硬度。不久之后，当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时，我们在史料中所读到的便是每一位国王、公爵或者英雄都是手持长枪，骑在战马上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在一段很有趣的章节中，保罗记载了伦巴第骑士的装备，其中包括头盔、身甲和胫甲，其中最后者甚至在三个世纪后都不曾为很多其他西方民族所采用。在另一个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长枪（Contus）极为坚固，一位伦巴第勇士甚至曾在刺穿了拜占庭骑兵的身体后就直接用枪尖将其从马鞍上挑起来，在空中挥舞。伦巴第人的另一种主要武器是阔剑（Spatha），这也是他们时刻都会随身携带之物，而不仅是战士们准备上战场时才会佩带的武器。另外还有一次，一位英雄因为长枪不在手边，只好举着木棍参加战斗。尽管伦巴第人对于弓箭并不陌生，但似乎他们从来不在战争中使用弓箭或者标枪。与在他们之前占领过北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样，他们只信任长枪和战马。无论是劫掠支队跨过阿尔卑斯山去蹂躏普罗旺斯（Provence）和多芬（Dauphine），还是在阿迪杰河（Adige）上游与巴伐利亚人（Bavarian）对敌，抑或是追逐胆敢骚扰弗留利（Friuli）边境的卡伦西亚（Carinthia）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伦巴第人始终只在马背上作战。根据“智者”利奥六世（Leo VI the Wise）在《战术论》（Tactica
 ）一书中的一个段落记载，伦巴第骑士只有在受到重压或遭到包围时，才会将马匹赶走，下马背靠背组成密集队形，同时将长矛向外放平。这肯定只是他们走投无路之时才会使用的办法。保罗执事在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段落中讲述了伦巴第人的一次战败，当时税务官阿尔盖特（Argait the Schultheiss）带领着士兵，催促战马攀上一道几乎无法攀登的山坡去攻击一支卡伦西亚斯拉夫人的劫掠部队，最终被杀。他手下的一位公爵曾在冲锋之前挑衅：“你名字里有一个‘懒’（Arga）字，而这也正是你的本来面目。”为证明自己的勇气，阿尔盖特带着骑兵们冲上了陡坡，但最终被斯拉夫人滚下的巨石所击溃。那时如果他选择下马迂回对方的阵地，伦巴第人“有足够的人数，也足够勇敢，足以摧毁数千名这样的敌人”。值得一提的是，伦巴第法律中关于马匹的规定要比其他条顿民族都更多。无论是关于偷马、马匹的繁殖、估价，还是诸如将人从马上摔下去（Meerworphin）等人为侵犯行为，抑或是被马踢到等意外事件，以及马匹买卖，都有数不清的条例规定。一匹配有马具的战马价值高达100索里迪（Sol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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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名家养奴隶价值的两倍，也是伦巴第低级自由民价值的三分之二。由国王亲自饲育的战马价值极高，若将之赠予家臣或高官，足以显示此人受到了国王恩宠。

与法兰克人、西哥特人、撒克逊人不同，伦巴第人既不是由各路亲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也不是由多个民族混杂而成，而是一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紧凑民族性部队，他们带着妻儿、牲畜一同迁徙，占领了几乎已经荒无人烟的北意大利平原。可是在伦巴第人中间仍然存在着一股足以摧毁他们的祸根，即缺少一个永久性的王族。根据传说，早在阿尔博因（Alboin）国王征服意大利之前，伦巴第人的王朝就已经历了数次更迭。阿尔博因本人也只是第二位能够统御全族的国王，阿尔博因去世时没有留下后裔，他的直接继承人克莱夫（Cleph）也在仅仅一年后被杀。由于无法选出一位让全族都能认可的国王，伦巴第人度过了十年国中无主的日子。可伦巴第人并没有停止前进和征服的脚步，虽然带领他们的只是各大家族（Faras，伦巴第民族正是由这些家族所组成）的首领，也就是公爵（Heretogas，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该词为Ealdormen）。在这些王公的带领下，伦巴第人分裂为数个部落，其中一些进入高卢，蹂躏了勃艮第（Burgundy），其他部落则沿着意大利半岛继续南进，在斯波莱托（Spoleto）和贝内文托（Benevento）建立了公国。直到拥有拜占庭人支援的法兰克人入侵后，伦巴第人才终于在压力下再次统一，被迫拥立奥塔里（Authari）作为全族的共主。不过伦巴第王国的重新统一从没能像应有的那样稳固，斯波莱托的公爵们暗地中始终试图独立，贝内文托的公爵们则根本不承认国王的统治权。直到法兰克人征服意大利之前，利乌特普兰德（Liudprand，712年至744年在位）才终于将贝内文托以北的所有伦巴第人整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

与所有条顿王国一样，在好战的伦巴第人中间，军事组织在平时也担负着民事政府的职责。伦巴第全境分为数个大大小小的公国，据说总数多达36个，每个公国的士兵都在其公爵指挥下骑马参战。这些首领通常都来自于古老的伦巴第贵族血脉，按照英格兰的说法也就是“伊奥一族”（Eorl Kin）。幸运的是，一部分贵族的名字被保留至今，其中包括考普斯（Caupus）家族、哈罗多斯（Harodos）家族、贝莱奥（Beleo）家族、阿纳瓦斯（Anawas）家族以及希尔德博特（Hildebohrt）家族。随着国家愈发强大，国王有时也会任命一位更依赖于王权的王领长官（Gastaldus）来取代造反的公爵。而在早年，这些王领长官似乎只担任着王领内的城市总督职责，同时也负责保护各公国内的王室领地。伦巴第人似乎拥有大量的中层阶级，而这正是西哥特人在西班牙所极为缺乏的。与英格兰民兵相同，无论地位高低，所有伦巴第自由军人（Exercitiales或Arimanni）都有义务响应国王的参战召唤，而通过对国王本人宣誓效忠，不少贵族和平民都成了国王的亲兵。这些人被称为“伙伴”（Gaisindi，与盎格鲁-撒克逊语中的Gesith同意），他们在骑马时与国王同行，在朝堂中也拥有一席之地。这些亲兵的首领分为总管（Marpahis）、持盾者（Scilpor）以及旗手。依照相似的组织方式，公爵们也拥有小规模的“伙伴”部队。不过与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那些伯爵不同，伦巴第公爵们从没能将公国内所有自由民都招纳成自己的亲兵。伦巴第人数量庞大的中层阶级遏制了这种可能的篡权行为，而且国王的亲兵和税务官（Schultheiss，在英格兰被称为“地区长官”）也会驻扎在各个公国，压制当地的公爵，并保护自由民不受公爵压迫。

在介绍了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之后，我们在下面将开始介绍北方的几个条顿王国。在那里，战争的主力是步兵而非骑兵。



法兰克人（500年至7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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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士兵及其装备。1.带护腮的法兰克头盔；2.一种继承自阿拉曼尼亚形制的法兰克头盔；2a.安装在头盔正面的装饰物；3.法兰克人偶尔也会使用的东方式扎甲；3a.扎甲的结构示意图；4.马刺；5.马嚼子



被克洛维（Chlodovech）的强大军队所统一起来，并在其带领下横扫塞纳河（Seine）、卢瓦尔河（Loire）谷地的法兰克人，可以算是文明程度最低的条顿民族之一。尽管他们与罗马帝国接触已久，可正如我们上文所述，法兰克人在走上征服高卢之路时仍然只是一群野蛮的异教徒。按照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普罗科皮乌斯、阿伽提阿斯（Agathias）以及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等人描述，法兰克人此时仍保留着三个世纪之前塔西佗笔下的先祖——锡加布里人（Sigambrian）和卡马维人的大量痕迹。西多尼乌斯在460年对他们的描述，与阿伽提阿斯在一个世纪后写下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证明即使在征服南高卢之后，他们的军事传统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奥弗涅（Auvergne）的诗人主教曾提及法兰克人不穿铠甲，仅扎着一条腰带，能够娴熟地使用标枪（Angon）和盾牌，而且与其他民族不同，法兰克人把战斧当作投掷兵器，而不是当作近战兵器使用。另外他还提到法兰克人的密集队形以及他们的快速推进：“法兰克人接近敌军的速度如此之快，他们看起来好像跑得比自己投出的标枪还要快。”阿伽提阿斯的记载虽然更为详细，但显然他的描述与前者完全一样。他写道：“法兰克人的武器十分简陋，既不穿身甲，也不着胫甲，腿部仅由亚麻布条或皮条保护。法兰克人虽然完全没有骑兵，但步兵却勇敢而老练。他们装备着刀剑和盾牌，却从不使用投石器或者弓箭，其远程武器是飞斧和带有倒刺的标枪。他们的标枪并不太长，既可投掷亦可刺击，而且其铁质枪头覆盖枪杆的范围很大，仅留下尾部很少一部分木杆没有保护。在战场上，法兰克人会将标枪投掷出去，只要命中敌人，倒刺就会将标枪牢牢固定在对方身体上，使其无法拔出标枪。如果击中盾牌，由于大部分枪杆都覆盖着铁皮，敌人也无法将其斩断。这时法兰克人就会冲过来，坐在地上拉下敌人的盾牌，砍掉敌人的首级或用第二根标枪刺穿对方的胸膛。”


法兰克战斧（或称“飞斧”）比倒刺标枪更具法兰克特色。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的墓穴中曾出土过大量飞斧样本。这种单刃战斧的斧头重量较大，刃口既长又弯，斧头的中央大面积镂空。其重心经过精心调整，可以像美洲战斧那样投掷，效果甚至比在近战中使用更好。法兰克人拥有极为惊人的技巧，能够在与敌人战线接触前的一刹那投出战斧，而这种战斧的高效也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民族代表性武器。法兰克武士们还会携带一面盾牌、一柄剑和一把匕首。其中盾牌为宽阔的椭圆形，中央拥有一个铁制的尖头，盾牌的外圈也是由铁制成。法兰克人的剑为双刃剑，既可劈砍也可突刺，长度从30英寸到36英寸不等，匕首则是一种刀身宽阔的刺击武器，长度在18英寸左右。

从克洛维时代起，法兰克步兵在两百年时间里始终使用着以上这些武器，他们似乎没有从罗马先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不过，一部分被墨洛温王朝征召入伍的高卢人仍然在使用罗马帝国式样的装备。普罗科皮乌斯就曾提及过此事，而这位战史作者所写下的文字，可信度自然是非常高的。他说在他的时代中，高卢有很多依据有利停战条款向法兰克征服者投降的城市，它们给法兰克大军提供的部队仍使用着原有的罗马番号，士兵也仍然穿着全套的罗马武装，就连脚下打有重钉加固的草鞋也还是罗马式样。这一说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征服高卢的早期阶段，法兰克诸王肯定会从行省居民中征兵以加强军队。由于法兰克人并没有因信仰阿里乌斯教（Arianism）而与臣民产生致命的隔阂，因此他们做到这一点要远比伦巴第人和哥特人更加容易。但很明显，法兰克征服者自身并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武器，高卢军队中的罗马服饰和武器也在6世纪消失。在该世纪末高卢地区的罗马人换用法兰克语姓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改用了法兰克人的军事组织。该地区的发展方向，不是条顿人走向文明，而是行省居民走向了野蛮。在整个墨洛温时代，甚至直到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时期，构成法兰克军队的主力，始终都是大群缺乏组织，以密集纵队投入战斗的无装甲步兵。

无论在军事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只有在地位最高的法兰克人中间，才能看到逐渐消失的高卢文明对入侵者产生了影响。哥特传说中曾有一句描述其部落民的名言：“罗马的穷人想成为日耳曼人，日耳曼的富人想成为罗马人。”这句话对法兰克人也同样适用。在高卢民众忘却罗马帝国的军事传统，退化成部落式的乌合之众的同时，法兰克王公们却从消失中的罗马文明中学到了一些外来技艺。就好像他们将罗马帝国的残余部分据为己有，并在民事方面采纳了部分罗马制度一样，法兰克人在军事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受罗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6世纪和7世纪，骑兵和盔甲在法兰克人中缓慢发端，最初是在王公之间出现，之后才逐渐向下扩散。

关于法兰克人使用骑兵的首次记载来自于普罗科皮乌斯，他说在休德伯特国王于539年率领10万大军入侵意大利时，就有少量骑兵伴随其本人左右。这些骑兵装备着长枪，但文献中并没有提及他们是否穿着了盔甲。可能此时盔甲在法兰克人中间仍然十分少见，只有国王、公爵、伯爵等人才能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图尔的格里高利虽然描述了无数战斗场面，但总体而言对盔甲的着墨非常少，甚至连首领们在下属面前进行决斗时，似乎也很少穿戴盔甲。不过从7世纪中叶开始，盔甲在王公中似乎逐渐变得流行起来，之后又扩散到了所有相对富裕的阶级中。萨基塔里乌斯（Sagittarius）主教在574年就曾被批评说上战场时“不戴神圣的十字架标志，却穿戴了世俗的胸甲和头盔”。吕达斯特斯（Leudastes）伯爵也曾惊讶于图尔主教居然身穿胸甲、头盔，腰间挂着箭囊，手中持着骑枪走进他的家里。贡特拉姆（Guntram）公爵的随从，甚至曾因胸甲太重而淹死在了一个水沟里（583年）。篡权者贡德瓦尔德·巴罗米尔（Gundovald Ballomer）也因身穿甲胄，在被标枪击中后逃过一劫（585年）。在626年的撒克逊战争中，洛塔尔二世（Clothar II）和达戈贝特（Dagobert）都穿戴了头盔和胸甲。法兰克人保护躯干用的所谓“布鲁尼亚甲”（Brunia），无疑就是我们能够在所有中世纪条顿民族身上都能看到的短锁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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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给皮革缝上甲片制成的鳞甲也时有出现，其甲片有些是呈鱼鳞形状，有些则是方形。无论是哪种形状，上一排甲片都能够覆盖下一排甲片的上端，以保护甲片与皮革用线缝起来的部分。古罗马的环片甲（Lorica）在5世纪之后似乎就已经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西方的盔甲制造者不懂得如何打造环片甲。可即使在并不缺乏制造技术的拜占庭，这种形式的胸甲也一样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环片甲对马弓手而言用起来并不方便，所以当马弓手成为东方战争的主导力量之后，环片甲便被放弃，并由更加灵活合体的锁甲和鳞甲取而代之。

法兰克人的头盔十分与众不同，与普通的罗马头盔或者拜占庭带毛饰的尖顶头盔都不一样。典型的法兰克头盔呈壶形，顶部则为圆形，其前部略尖，并在面部开口，后部则更加圆滑，向下延伸的部分也更长，以便保护颈部。法兰克头盔上装有羽冠或皮革、薄金属制的饰物。与中世纪数不胜数的各种头盔相比，法兰克人的独特头盔却显得与16世纪的壶形头盔更加相似。这种头盔的原型毫无疑问来自于罗马后期某一种不太流行的头盔。与洪诺留和查士丁尼所佩戴的常见头盔不同，这种头盔更像某种角斗士所用的形制，其形象有时也会出现在5世纪和6世纪的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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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中的一名法兰克士兵，可见其特有的壶形头盔



一些德国学者曾质疑，在加洛林时期或在那之前大量出现在军事艺术作品中带有羽冠的法兰克头盔根本就不曾存在。他们声称这些画作不过是斯拉夫人从4世纪或5世纪的古罗马手稿中临摹而来。确实，这种临摹画的数量非常之多，但据此认为这种头盔并不存在却还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时还不曾拥有自己独特形制的头盔，而他们栖息于托克桑德利亚（Toxandria）荒野时，也总是赤着头颅作战，可当他们来到自己新的国度后，却发现当地在大量使用罗马晚期形制的头盔。毫无疑问，法兰克王公们正是从自己的臣民那里借鉴了这种头盔。正如我们所知，法兰克人最初在战场上将属下的省民当作辅助兵使用，如效力于克洛维一世麾下的奥勒里阿努斯伯爵（Count Aurelianus）等罗马佣兵首领，毫无疑问佩戴着带装饰的头盔。普罗科皮乌斯笔下“保留着罗马传统军服和编制”的高卢部队也是如此，他们曾在539年加入过休德伯特国王的军队。我们不可能认为，当高卢的罗马主教萨基塔里乌斯在574年披挂上阵与伦巴第人作战时，佩戴的是某种新发明出来的法兰克头盔。毫无疑问，罗马晚期形制的带冠头盔被高卢省民中的领导阶级使用了很长时间，而法兰克人正是从他们那里直接学会了使用这种头盔。直到9世纪，这种头盔才被外形更加尖锐，形制也更简单的新头盔取代。当然，昂贵的金属头盔最初肯定十分少见，直到头盔变得更加普遍，也变得更加便宜后（如8、9世纪手稿中常见的圆形皮帽），金属头盔才流行开来。不过，8世纪的《利普利安法典》（Lex Ripuaria
 ）中规定头盔价值为6索里迪，价值相当于半件锁甲的正规头盔，绝不会是用皮革将就制成的，只有用金属精心打造的头盔价值才会如此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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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在博物馆中的一顶法兰克头盔。与壶形头盔相比，这顶头盔的形制要更加简单，更易普及



法兰克盾牌通常为圆形，向外凸起的幅度很大。这些盾牌都是由木头制成，边缘由铁箍加固，中央装有突出的尖头，有时也会安装尖刺。直到骑马作战变得常见之后，圆盾才演变成了风筝形盾牌。在9世纪之前，几乎所有法兰克人都使用圆形盾牌。

骑马作战的流行进程，几乎与盔甲完全一致，也是从6、7世纪起开始自王公向下扩散，到墨洛温时代末期传遍了整个上层阶级。到7世纪末时，所有伯爵、公爵以及他们周围的亲兵都已经习惯于在马上作战，只有在遭到重压或包围时，才会像祖先们那样下马步战。我们所知的第一次马上决斗发生在578年，由贡特拉姆和德拉柯里努斯（Dracolenus）进行。567年费米努斯伯爵（Count Firminus）和584年吕迪吉索公爵(Duke Leudigisl)的部队，则是出现较大规模骑兵部队的最早例证。不过，关于正规骑兵冲锋的首次记载，还要等到626年洛塔尔二世所进行的撒克逊战争时期才会出现，那时正是骑兵的冲锋为法兰克人赢下了一场会战。那时这位国王对威悉河（Weser）对岸不断挑衅、辱骂自己的敌军感到恼怒，“他催促马匹跨过汹涌湍急的河流，而所有法兰克人也都紧跟在他身后渡河”。洛塔尔在士兵们还未能跟上自己时便与撒克逊人的首领贝特沃尔德（Bertwald）交锋，“仍被落在后面的法兰克骑兵们一齐高喊：‘坚持住，国王！打倒你的对手！’由于身穿胸甲，而且河水已经浸湿了国王的衣服，让它们变得很重，国王的双手也疲惫不堪”。不过洛塔尔还是在士兵们跟上他之前就斩杀了贝特沃尔德，之后又与士兵们一起杀死了大量撒克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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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绘于1837年的普瓦捷会战油画。毫无疑问，这幅画所表现的场面与事实情况几乎毫不相关。在会战当天，法兰克人依靠下马骑士和步兵抵挡住了穆斯林的反复进攻，赢得了会战



通常而言，即使到了7世纪，骑兵在墨洛温王朝的军队中所占比例也仍然很小，而这也可以从很多证据中得到证明。例如弗雷德加里乌斯（Fredegarius）关于612年屈尔皮希（Zülpich）大捷的记录即可作为一个例证。在这场被作者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激烈”的大规模会战中，勃艮第的休德里克（Theuderich）击败了他的奥斯特拉西亚兄弟。当时似乎所有士兵都以步行参战，“休德里克军在与敌军的方阵（Phalanges）接战时遭受了巨大压力，双方交战也极为激烈，阵亡士兵的尸体甚至都无法倒在地上，而只能在拥挤之下仍然像楔子一样站立在生者之间”。这种情况显然只有在步兵战斗中才会出现。书中关于一百年后“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在普瓦捷会战（The Battle of Poictiers）中击退撒拉逊骑兵洪流的记载则更为有趣。在此之前，撒拉逊人已经横扫了西哥特王国的残余力量。按照弗雷德加里乌斯这位编年史作家所言：“北方的士兵们在挥剑砍杀阿拉伯人时如同城墙一样岿然不动，就好像是一条被紧紧冻在一起的冰雪腰带。块头巨大、拳头好像钢铁一样的奥斯特拉西亚人英勇地战斗在最激烈的方向上，也正是他们找到并杀死了撒拉逊国王。”毫无疑问，法兰克人在普瓦捷会战中与他们两百年前在卡西利努会战中一样，排成了厚重的密集队形，从不曾分散作战或尝试进行任何机动性行动。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源于排成了四方阵型的步兵采取了全面防守态势。狂热的阿拉伯人一次又一次向他们发动冲锋，每次都被撕成碎片，最后不得不在夜幕的保护下逃跑。不过由于查理决心不让自己的士兵从阵线中迈出一步，法兰克人并没有对溃退的敌军进行追击。查理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缺乏纪律的军队在攻击骑兵时必定要面对危险，而阿拉伯人即使已被击退，却依然十分灵活勇敢，绝不能留给他们任何透入己方密集队形的机会。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法兰克王公、贵族全都下马在“冰墙”中步行战斗，抵挡穆斯林骑兵的凶猛冲锋。毫无疑问，这种战术在8世纪已经比较罕见了，只有在面对极为强大的敌军骑兵时才会使用。而在与撒克逊、弗里斯兰（Frisian）、巴伐利亚等完全或几乎由步兵组成的敌军作战时，法兰克人就会将骑兵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在普瓦捷会战一百年以前，洛塔尔国王就曾率领骑兵对撒克逊大军进行冲锋。如果是一位不如“铁锤”查理那样能干的将军指挥普瓦捷会战，可能就会重演洛塔尔的错误，并因此遭受一场灾难性的惨败。因为区区千余名法兰克骑士绝不可能在入侵大军面前发挥任何作用，而缺少了这些身穿甲胄、武艺精湛的贵族支援，法兰克步兵也很可能会被阿拉伯骑兵击溃。

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组织，能够比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军事组织更加原始。伯爵、公爵既是行政区的总督，也是当地部队的统帅。当他收到国王的命令后，就会将全部自由人口征入军队，其中的罗马人似乎并不比法兰克人要少。似乎除少数受国王特许之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免受征召的法定权利。不过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发现，每个自由民家庭中通常只有一人会被征召入伍。从法兰克人带到战场上的庞大士兵人数来看，军事义务显然不只是由法兰克人或有产阶级单独承担的。仅从布尔日（Bourges）一地，征召的士兵数量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诚如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所言，在一个大地主横行的时代，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块地区会有一万五千户拥有国王直辖土地的家庭。根据《利普利安法典》，墨洛温王朝针对不履行应征义务的罚款十分高昂，法兰克人要缴纳60索里迪，罗马人、被释奴隶或教会人员也要缴纳30索里迪。在一头牛只值1索里迪、一匹马只值6索里迪的年代，像这样一个数字足以压垮穷人家庭，即使对富人家庭而言也是一记重击。

到此时为止，墨洛温王朝的军队中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朝封建制度演进的迹象。从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中看，高卢境内的法兰克人并没有像英格兰的伊奥一族、大陆撒克逊人中的埃迪林一族（Edilings）或是伦巴第公爵们那样的贵族血脉。与西哥特人一样，法兰克人似乎也把服兵役当作是唯一的高贵之事。克洛维似乎有计划地屠杀了所有被他吞并的小法兰克邦国统治家族，而他铲除这些人的行动也无疑获得了成功。除受到国王恩宠之人以外，克洛维的所有臣民都找不到理由凌驾于他人之上。早期墨洛温王朝的宫廷官员，地方的公爵、伯爵都是从各个阶层提拔而来，其中甚至还包括高卢居民。在6世纪早期，我们还能看到王国的高级官员中有几位罗马人。而到该世纪末期，所有最高的官位也都向他们敞开了，高卢的罗马人尤恩图斯·穆摩路斯（Euntus Mummolus）甚至高居贡特拉姆国王麾下的全军总司令之职。短短几年之后，另一位罗马人普罗塔迪乌斯（Protadius）又成为勃艮第的总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同所有条顿君王，法兰克国王也通过宣誓来确立亲兵对自己的效忠。与在英格兰、伦巴第以及哥特一样，这些人也被称作“伙伴”。不过这些亲兵的人数似乎并不太多，尽管足以担任国王本人的卫队，却还是无法成为军队战斗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法兰克人的赔偿金目录中可以看到，亲兵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在哪个阶层中，这些亲兵的价值都要远高于普通人。无论是在《萨利克法典》还是在《利普利安法典》中，一个法兰克自由民的价值都是200索里迪，但一个“受国王信任的”自由人价值则达到了600索里迪。亲兵之中也同样存在高卢人和被释奴隶（Lete），这一点可以从《萨利克法典》的法条中找到证据：“任何人如果闯入受国王信任的自由人家中并将其杀死，都要缴纳1800索里迪的罚款；任何人如果闯入受国王信任的罗马人或者被释奴隶家中并将其杀死，都要缴纳900索里迪。”负责统帅各地征召兵的公爵、伯爵，也正是从这些“伙伴”之中挑选出来的。

这些军官对于手下士兵的管制似乎存在不少问题。由于这些人只是王室指派而来，与自己治下地区并没有任何必要的纽带关系，他们的个人影响力通常也很小。当伯爵们与政府管理部门中的下属（即百夫长和千夫长）一同走上战场时，他们便成了手下那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的指挥官。王室既不为军队发饷，也不为他们提供食物，士兵们必须自带粮草参战，而这一点甚至一直到查理曼大帝的时代也还是如此。因此，法兰克军队存在纪律不佳的情况也绝不会令人惊讶，而且墨洛温时代的军队还拥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即随时随地都会进行抢劫行动。在耗尽自备的少量食物之后，军队便会开始四处搜刮，连己方土地也不放过。指挥官们对于手下士兵骚扰当地的行为也根本无力阻止，因为饥饿的士兵根本不会服从任何法律。如果是在一片敌军领地上，那士兵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将途经的每一片土地吃得精光。如果因为要围攻某地或在战场上受挫，导致军队不得不在同一个地区停留较长时间，士兵们还是很快就会将那里搜刮一空，之后便开始忍饥挨饿。图尔的格里高利和执事保罗都曾记载过有一支法兰克军队在伦巴第陷入如此的窘境，士兵们最后不得不卖掉衣服和武器来换钱购买面包。很多情况下，一支墨洛温大军之所以分崩离析，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遭受失败，而只是士兵们无法忍受缺粮少米的日子纷纷逃离军队。在法兰克人迅速席卷高卢之后的两百年里，其疆界都无法再显著扩张的缘由中，这一点要比其余任何原因都更重要。

墨洛温军队的另一项顽疾在于缺乏纪律性。除非是国王亲率部队，否则军队中就会存在各地部队不愿服从指挥官的巨大风险。每位伯爵都认为自己不比旁人要差，而各地的征召兵们，至多只对自己当地的统领略存敬意，对外乡的统治者根本漠不关心。墨洛温国王们有时会为了确保军队听从命令，在边境地区任命公爵，并使他凌驾于数位伯爵及其管辖地区之上，以保证军队在面对敌人时能够统一行动。不过墨洛温国王们从不曾建立起一套正式的民事或军事等级制度，各种官员之间的从属关系也并不清晰。贡特拉姆国王手下的将军们曾在一次与西哥特人的战斗中耻辱地失败，他们在回到国王身边之后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没有人畏惧自己的国王，没有人畏惧自己的公爵，也没有人尊敬自己的伯爵。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想要改善这种情况，建立自己的权威，军队中立刻就会有人煽动兵变。”拜占庭皇帝“智者”利奥在三百年后，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兰克人的描述仍然与此十分相似。

有时，就连国王本人都会感到人民对于世袭的王室血脉不够尊敬，难以确保他们服从自己。555年，洛塔尔一世在撒克逊人表示愿意纳贡称臣之后希望与对方握手言和，可军队却认为自己已经胜利在握，渴望能够得到早已许诺给他们的抢劫机会。最终军队迫使洛塔尔遣走了撒克逊使者，并与对方再次开战，不出所料，这支乌合之众被彻底击败了。军队缺乏纪律的另一个例证情况则与之相反。612年，作为足以令墨洛温王室蒙羞的大量兄弟不睦事件之一，休德里克二世和休德伯特二世的两支军队成了这个例证的主角。当休德里克命令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后，士兵们违抗命令，在国王本人的营帐中杀死了催促他们发动进攻的普罗塔迪乌斯，强迫国王不情愿地与奥斯特拉西亚军停战。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得更加频繁才是真正令人惊讶之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是如此无能，而他们与他人开战的借口又是如此牵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因这些借口便任由国王将自己带上战场送死的臣民们到底是有多么顺从。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

从武器和作战方式的角度而言，席卷不列颠的盎格鲁人、朱特人（Jutes）以及撒克逊人要与法兰克人，而不是那些向南迁徙的日耳曼部落更为相像。可若要从血缘角度来讲，他们又要与伦巴第人，而不是法兰克人更为接近。不过在多瑙河流域度过的两三百年时间改变了伦巴第战士们的作战方式，使他们变得与易北河上那些在3、4世纪时离去的邻居截然不同。6世纪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甚至是比法兰克人更加纯粹的步兵民族，而且除装备一面轻盾以外很少拥有其他甲胄。他们与罗马帝国的接触相对较少，不过早在300年之前，他们便经常登上不列颠东岸进行海盗式的抢劫，而且在《百官志》中也记录有一支被称为“撒克逊骑兵中队”（Ala Saxonum）的蛮族辅助部队。

追随亨吉斯特（Hengist）和塞尔迪克（Cerdic）穿越北海的部队在武装和外貌方面的证据，最佳来源便是后来被发掘出来的那些数不胜数的盎格鲁-撒克逊古坟。我们不可能将费尔福德（Fairford）和奥森加尔（Ossengal）墓地中的证据抛在一旁，偏信比德（Bede）笔下或《贝奥武夫》（Beowulf
 ）中的文学描述，后者虽然在对于7世纪和8世纪的情况而言算是出色的史料，但对5世纪、6世纪的相关记载却并不可靠。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武器和盔甲都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些英格兰的首批部队中，就连首领可能都没有盔甲。他们很有可能像手下的贵族（Gesith）们一样，在战场上只穿一件长袍，头部和躯干都没有任何保护，完全依靠手中的一面椴木大盾。与法兰克人的盾牌一样，这种盾牌也呈拱面圆形，四周由铁箍加固，中央凸出一块较大的铁质凸起。很多时候盾牌正面都会覆盖上硬质皮革，进一步加强其坚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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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士兵。他们此时还没有装备盔甲，完全依靠盾牌保护自己



在攻击武器方面，投枪要算是古英格兰最为重要的武器，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至塔西佗在四个世纪之前的记载。最常见的古英格兰投枪枪头呈菱形，长度在18至20英寸。虽然带倒刺的、树叶形、三角形等形状的枪头也都曾有出土，但都远不如菱形枪头常见。枪杆通常由白蜡木制成，由铆钉与枪头固定在一起，整枪长度似乎平均在6英尺左右。与投枪相比，刀剑显得并不那么常见，古英格兰人通常使用宽阔的双刃剑，尖端十分锐利，但其十字形护手很短，仅比剑刃宽一点，同时其握柄也很短小，全长则在2.5到3英尺之间不等。作为刀剑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古英格兰人最初也经常使用一种18英寸长的阔刃短刀，其作用与法兰克人的短剑相当（在撒克逊人中，法兰克短剑被称为西克斯匕首）。法兰克人标志性的飞斧在英格兰十分罕见，但在少量古坟出土的战斧中，通常都是法兰克式的弯刃轻型投掷武器，而不像是后来丹麦人所使用的那种重型双手战斧。

征服不列颠的古英格兰人在组织形式方面与其余条顿外来者有很多不同。他们并不像东哥特人那样，是一个由世袭国王带领的单一民族。他们也不像法兰克人那样，由大批血缘接近的小型部落组合在一起，接受将他们联合起来的首领独裁统治。此外，他们既不像征服西班牙的所谓西哥特人那样由大量民族混杂而成，但也不像意大利的伦巴第人那样血统纯正。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总是会不停迁徙，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至少也会臣服于某位一位国王。而古英格兰人却只不过是一群分散定居在不列颠漫长海岸线的孤立部落，经常为各自利益彼此征战。事实上，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民族在大海对岸散落出来的碎片，更多的人依然留在祖辈居住的大陆上。他们的首领也并非全族原先的领袖，而只是战时任命的将军，其权力并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大陆上的条顿国家没有一个是从如此的情况中诞生的，伦巴第人在克莱夫国王死后长达十年国中无主，30位独立公爵互不理睬的情况与英格兰的情况十分接近。没有国王的情况在伦巴第人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便因法兰克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外部威胁而画上了句号。而在不列颠，这种情况维持了超过四百年，直到丹麦人的入侵才终于带来了与伦巴第人彼此被迫联合的相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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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使用的各种投枪枪头
	◎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短剑和匕首




在这种情况下，古英格兰诸国事实上只是一些被各位将军带领着手下部队分划出来的小块领地而已。可即使这些领地，也是在与不列颠的罗马后裔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斗争后才终于赢下来的。因为这些罗马人不像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同胞那样通过逆来顺受来避免遭到屠杀，而是英勇地与散落在四处的入侵者作战。当然，如果是一支由阿拉里克或者狄奥多里克等伟大国王带领的大军登陆不列颠，罗马人肯定会望风而降以换得活命，而且很可能会在几代人时间里就把自己的习俗和信仰传播到征服者中间。不过来到不列颠的并非是一位狄奥多里克，而是数十名亨吉斯特或伊达斯（Idas）之类的小王，每人手下也只有一支小规模部队。不列颠的罗马人经常能够将入侵者击退，甚至将对方彻底赶走。即使撒克逊人在南海岸已经站稳脚跟之后，他们还是在整整两代人时间里都无法向北进入内陆。因此在征服不列颠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发生像大陆上那样罗马人大规模有条件臣服的情况，而呈现出了一种向西向北缓慢发展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的征服中，英格兰诸国几乎完全由条顿人组成，各国内部仅剩少量幸存的凯尔特当地人。当然，各国肯定还有少量原住民作为农奴（Laets）存在，但更多原住民最后还是沦为了奴隶。领导肯特（Kent）、苏塞克斯（Sussex）、埃塞克斯（Essex）等邦国的将军们，此时已经获得了永久性权力，升格成为国王，其手下拥有宣誓效忠于国王本人的贵族以及其余自由民。其中一部分拥有贵族血统（伊奥族人），另一部分则为平民（赛奥族人）。在这些人之下还存在一些非条顿族人口，少部分为农奴，大部分人为奴隶。我们至今仍能从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Aethelbert）颁布的法典中看到征服初期的一些特征。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均因各种情况的制约而无法向凯尔特人主导的不列颠内陆进一步扩张，因此撒克逊诸国的情况变得极为单调刻板。这些国家的军队，情况与同时期的西哥特或法兰克大军完全不同，所有男性自由人口都被纳入军队之中，而这些自由人口又几乎完全由条顿人组成。平民自由人在国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也拥有自己的奴隶（法典第16条、第25条），侵犯农奴房屋的罚款相当于侵犯“伊奥族宅邸”的一半。绑架农奴也同样是重罪，要受到相对严重的惩处（法典第24条）。虽然农奴能够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显然条顿自由人才是社会的栋梁。国王的臣属在法典中并没有被太多提及，而“贵族”一词则根本没有出现，直到90年后才由威特莱德国王（Wihtraed）加入法典中。

不过在后期那些面积更大一些的英格兰王国中，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从700年左右完成的《伊尼法典》（Inis Code
 ）中，可以看到威塞克斯（Wessex）王国并不像艾塞尔伯特的肯特王国那样简单，而且条顿人的重要性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在奥古斯丁（Augustine）国王登基，基督教进入不列颠之前，不列颠的罗马人已经开始有条件地向英格兰诸国投降。在一场胜仗之后，虽然罗马城市还是会被抢劫烧毁，但农村的凯尔特人不再只被当作奴隶或至多只能成为农奴，而是被允许成为独立的自由民，只不过其地位较条顿人要低一些。《伊尼法典》中就曾提及国王手下的威尔士臣民拥有半海德甚至一海德土地
[3]

 ，一些凯尔特人甚至还能够供职于国王左右。法典中对那些养得起马匹，能为国王办差的当地人也有特别提及，而基涅武夫（Cynewulf）国王的贵族之中也有一位威尔士人，这让我们立刻便能联想到海峡对岸法兰克国王手下的那些高卢罗马贵族。不过，700年的威塞克斯还有更多值得注意之处，此时其社会制度已经更加倾向于封建化，贵族已开始将服役视为一种高贵之事。而且不仅是奴隶、威尔士人，就连最普通的英格兰普通平民也拥有武器，要在各自的地主（Hlaford）、领主手下服役。如果平民逃避兵役，就会被施以巨额罚款。在我们看来，此时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平民要么成为领主的家臣，要么就是在王家土地上缴纳租税的佃户。国王手下的有产佃农（Geneat）十分富有，其手中的土地甚至能够达到60海德之大，但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国王的亲兵们似乎已经取代了原先的伊奥一族，成为新的贵族阶级。“拥有土地的贵族”（Gesithcund）成为受法律认定的，在国王之下最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是各地的郡长。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原有的贵族阶级可能已经加入了王室，成为宣誓效忠于国王的“伙伴”。虽然在法典中“领主”（Thegn）一词仅在一处取代了“贵族”，但领主阶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不过在亲兵中间仍有部分无产人员存在，这些“没有土地的贵族”能从国王那里得到容身之所、食物、草料以及战马，他们在法典中规定的价值为一个平民的两倍。

平民和贵族一样都要服役。在发出动员令后，如果有产的贵族无视命令，其土地就要被没收，而且还要缴纳120先令的罚款（Fyrdwite）。无产贵族为这种抗命行为所缴纳的罚款为80先令，平民则为30先令。

法典第54条是盔甲逐渐变得更为常见的首个重要信号。根据该条款规定，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罚款，可以将自己的盔甲和短剑估值，抵扣部分罚款。但如果与法兰克人几乎同一时期制定的《利普利安法典》相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伊尼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头盔和胫甲（Bainbergce），二者的价值在大陆法典中都有着明确规定。因此，在700年左右的英格兰，身甲显然要比头盔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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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此时在英格兰，只有贵族才能够拥有甲胄，普通民兵依然只能依靠盾牌

英格兰人从何时起学会使用甲胄？可能他们在离开撒克逊和日德兰时便已经知道了盔甲的重要性，但早期只有国王等少数人能够拥有。他们也有可能是从威尔士人那里学会了穿戴身甲。如果我们能够认定葛德丁（Gododin）的诗歌确为古时传说的准确再创作而非根据500年后的全新环境完全重写，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不列颠的盔甲和战马一样都是罗马人留下的遗风。一首诗中曾声称那位半神话的亚瑟王（King Arthur）手下拥有“穿着罗马环片甲的军团”。另一首赞美诗则对杰兰特（Geraint）的战马有着详细描述：“马蹄已被战死沙场之人的血液染红。”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盔甲的出现次数不亚于盾牌和长矛。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罗马遗风始终为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所保留，就好像高卢的凯尔特人也一样保留着罗马遗风一样。可能英格兰人正是从威尔士的凯尔特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盔甲，正如高卢的罗马人教会了法兰克人那样。如果真是如此，那这种先前文明的遗产肯定会被主要限制在不列颠东部，而生活在威尔士的一些野蛮部落，在几个世纪后却变得不穿铠甲，作战时也不骑马。他们之所以放弃战马甚至铠甲，则是因为丢失了洛格里亚（Loegria）平原后，西部山区的各种文化逐渐变得衰败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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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头盔



可是从总体上而言，铠甲由法兰克人带到英格兰的可能性，要比英格兰人学自凯尔特人的可能性更大。侵略者们除融合了一些日常词汇以外，似乎没有从那些被他们驱赶到西部的部落身上学习任何东西。而且必须要注意的是，锁甲在英格兰流行起来的时间与锁甲在海峡对岸获得广泛使用的时间近乎完全相同。

可无论如何，撒克逊人的头盔绝非从法兰克人那里学得。尽管罗马后期的带冠头盔（例如墨洛温王朝战士所佩戴的那种）也曾在英格兰的绘画手稿中出现，但其民族通用的头盔还是在《贝奥武夫》中频繁提及的“野猪盔”（Boar Helm）。这种头盔由贝特曼先生（Mr.Bateman）从德比郡（Derbyshire）本蒂格兰奇（Benty Grange）地区发掘出来，作为仅有的一个标本被保存至今。这顶头盔拥有铁制的框架，中间填有角质护板，由银钉加以固定，在其顶部还拥有一个铁制的猪头，其眼睛部分为铜制。另外还有一种头盔省略了猪头形装饰，只有一个由皮革包裹的铜制框架，其顶部拥有一个球形凸起物，这种头盔的样本是在1844年从列克汉普顿山（Leckhampton Hill）出土。由铁、角和皮革混合制成的头盔可能是撒克逊头盔的早期形制，到7、8世纪时就已经演变成了全金属制的头盔。《贝奥武夫》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提供佐证：“那顶带有银饰的白色头盔由铁匠打造而成，四周包裹着昂贵的锁甲……其头盔有着野猪头一样的外形，能够为脸颊提供保护，而且表面敷有黄金，在烈火锤炼下变得愈发明亮坚硬。”这些语句所描绘者无疑是经过打磨的全金属头盔，而非光鲜程度和防护效果都较差一些的混合材料头盔。不幸的是，身穿全副盔甲下葬的习俗在基督教时代消失了，因此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或绘画手稿中了解到后来的头盔。这些手稿中的头盔很大一部分只是简单的圆锥形，与先前流行的形状完全不同，其余头盔则如我们先前所说，与法兰克式的带冠头盔十分相似。

由于头盔和铠甲在《贝奥武夫》中出现得如此频繁，乍看之下我们似乎不得不认为盔甲在8世纪的英格兰已经变得十分常见。但事实上，这部史诗的作者只不过是像所有诗人一样，尽可能将笔下英雄描绘得更加富有、华丽。就如同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也会身着华丽惊人的盔甲，并配有艺术品般的装饰那样，《贝奥武夫》中那些武士们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真正的8世纪君王们所绝不可能拥有的。因此在我们看来，头盔和锁甲此时应仍局限于王公贵族和大领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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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城堡，事实上就是用木墙包围起来的永备营地

在英格兰人于这个新岛上相对平静地度过几个世纪的期间，英格兰人除偶尔与衰败的凯尔特人作战以外，便只有内斗。相比于大陆上那些早已开始改变作战方式的亲族，老式的条顿战争习惯在英格兰保持了更长时间。他们从没有像法兰克人那样学会骑马作战，即使首领们骑马前往战场，但还是会在作战时下马。甚至直到11世纪，英格兰人在尝试改变习惯，试图以骑兵身份作战时还是令人痛心地失败了，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多罗斯托隆（Dorostolon）之战前，斯维亚托斯拉夫（Swiatoslaf）手下的俄国人一样。《贝奥武夫》中有一段文字描述某位国王的战马“从未在杀戮结束之前倒下过”，不过除此以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战马在实战中冲锋的证据了。似乎这位诗人要么是像荷马描绘希腊国王们在战车上作战时那样采用了诗意的说法，要么就是受到了一些大陆作战方式的影响而凭空勾勒出了这一场景。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马匹在英格兰通常只被当作代步工具，而没有被用作冲锋工具，只有一部分从大陆绘画临摹而来的英格兰手稿上曾出现过真正的战马。

另外，英格兰人似乎也没有学到太多建造工事的技艺，就连伦敦和切斯特（Chester）的罗马城墙都荒废掉了。他们至多也只会在重要的阵地前设立栅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伯尼西亚（Bernician）王国的首都班堡（Bamborough）是第一座用篱笆墙加固的要塞，后来才更换成了正规的石头城墙。但实际的证据却与这个说法相反，彼得描述651年麦西亚人（Mercian）彭达（Penda）在围攻该城时，曾通过在城墙外堆放易燃物的办法，试图放火烧毁城墙，这似乎证明此时班堡的城墙仍为木制。照后面的文字看来，若不是“圣·艾丹（St.Aidan）祈祷来了一阵不可思议的大风，将火焰吹向了围攻者的方向”，这个计划是肯定能够成功的。如果当时真的是一道石墙矗立在班堡城下的地峡上，那对于当时的英格兰工程师而言无疑要算是极难攻克的坚固要塞。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6世纪到8世纪间英格兰发生的战事既没有完善的组织，也没有决定性意义。埃德温、彭达、奥法（Offa）等人所率领的部队都是由人数相对较少，但装备精良的贵族组成核心，再辅以装备恶劣、素质低下的乡村征召兵为其提供支援。各国的国力仅能维持一场会战，至多也不过一次短期的战役。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会战胜利，也无力继续压迫被征服的敌人。被击败的部落国王虽然要暂时臣服于征服者，向其纳贡，但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他在感到自己足够强大之后重新造反。如果想要将征服成果永久化，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在被征服的地区殖民，要么就要在当地的设防地带驻军。可尽管英格兰人非常愿意在威尔士人的土地上建设立足点，却从不愿向身为自己亲族的敌人的土地上殖民。英格兰人不愿建造设防工事，而且由于没有常备军，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被征服地区留下驻防部队。直到阿尔弗雷德和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的时代之前，都不曾出现一位伟大的武士国王来改变英格兰极为原始的战争方式。正因为如此，彭达和奥法所进行的一切会战和征服行动都没有对历史带来太多影响——当征服者死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便随之一同消逝，原先臣服的各邦也都重新恢复自由。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会战方式极为简单，从不曾有史料记载他们使用过什么诡计或者花招。双方的军队通常会在某个适宜会战的山坡上相会，各自组成密集的“盾墙”（Shield Wall），由于必须让士兵们能够方便地投掷投枪或挥舞刀剑，因此队形似乎也不会太过密集。国王位于战线中央，头顶飘扬着自己的王旗，手下装备精良的贵族围绕在其四周，来自各郡的征召兵则列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在互相投出投枪之后（此时的战争中很少使用弓箭），双方的军队便会接近，整条盾墙上的士兵都会开始“劈砍对方的盾牌”，直到一方败退为止。在取得胜利之后，征服者不会去占领对方的战略要地，而是一心想着到对方最富庶的谷地中抢劫一番。如我们前述的那种系统化征服工作，从不曾出现在这些入侵者的头脑中，他们至多只会把被征服者纳入自己的部落。


注解：



[1]
 　1索里迪相当于七十二分之一磅黄金。


[2]
 　事实上Brunia一词也会被用来指代鳞甲。


[3]
 　一海德相当于80至120英亩，其名称Hide事实上就是兽皮之意，即将一块兽皮制成长条之后所能环绕的土地面积。出自一位英雄受赏时要求得到“一块兽皮所能覆盖的土地”的故事。



第三章

从查理曼大帝到哈斯丁会战

（768年至1066年）



第一节

查理曼大帝与早期加洛林王朝

（768年至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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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大帝的塑像



与西欧大部分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查理曼大帝的登基代表着战争艺术也走向了新的纪元。在第二章各节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和撒克逊人的作战方式。除英格兰和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的少量西哥特幸存者以外，查理曼的征服将西方所有条顿王国都统一到了一个国家中。迄今为止很少互相接触的各民族将被置于相同的王权影响之下，在同一个主人的领导下被引向相同的政治目标。查理曼发布的诏书无论是在帕维亚（Pavia）、帕德博恩（Paderborn）还是巴塞罗那（Barcelona）、雷根斯堡（Regensburg）都会受到同样的尊敬和服从。自西罗马帝国覆灭以来，埃布罗河（Ebro）到多瑙河之间的人民首次被纳入了同一个帝国组织之中。查理曼长期在位期间向全西欧所有省区注入的一致性，即使在其王朝消失，国土分裂为数个独立国家之后也不曾完全消失。这种现象在战争艺术史上的体现，与在法律、文学、艺术史上的体现一样显著。在后来的时代中，尽管各民族之间仍有一些差别，但西欧所有民族的军事发展很明显地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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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时期的欧洲。可见查理曼已经统一了西罗马帝国原先的大部分领土

前文已经指出，在墨洛温王朝后期诸王和宫廷指派的地方总督影响下，法兰克人已经表现出装备盔甲和骑马作战的决定性倾向。可是直到查理曼大帝时期，这种倾向才终于得到了宫廷的正式认可，而且这种改变也不再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是被写进了法律中，必须强制执行。与此同时，查理曼还为原法兰克征召兵提供了固定的食物给养，并对他们施行严格的纪律，努力提高其作战效率。最重要的改变则是引入了一套新的征兵体系。查理曼保留了普遍的兵役义务，但将承担兵役的个人编入到一些小组之中，每个小组只需提供一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参战即可。这样一来，法兰克军队即可得到一名能够有效战斗的武士，而非两个、三个或者六个装备恶劣的农夫。

查理曼之所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在墨洛温后期诸王统领下，法兰克人在面对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Frisian）、巴伐利亚人等宿敌侵犯时，甚至连自己的疆界都很难守住，而他们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远征也几近中止。这段衰落时期以及不断的内战在725年至732年撒拉逊人入侵后突然告一段落，“铁锤”查理幸运地走上历史舞台，拯救了全体法兰克人。在其后四十年间，法兰克人开始对撒拉逊人、伦巴第人以及撒克逊人展开攻势战争。撒拉逊人和伦巴第人都是马上战士，我们可以肯定法兰克人在与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以及西班牙的一众穆斯林埃米尔作战时，发展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来与敌军骑兵对抗。由于法兰克人在面对所有敌人时都取得了惊人胜利，我们也完全可以认定，他们的骑兵在数量和效率上都要比7世纪时更高。

查理曼大帝所进行的战争规模要远比丕平（Pepin）和“铁锤”查理时更大。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是如此遥远，所征服的区域又是如此广大，致使老式的法兰克征召兵显得极为缓慢笨拙。一支由纽斯特里亚人（Neustrian）、奥斯特拉西亚人组成的步兵军队，根本无法在塞斯（Theiss）和多瑙河中游的平原上猎杀阿瓦尔人（Avars）。法兰克帝国的扩张规模之大，使其疆界已不仅仅是从乌得勒支（Utrecht）延伸到图卢兹（Toulouse），而是变成了从汉堡（Hamburg）到巴塞罗那。为确保这个强大帝国的稳定，就必须要有一支能够快速行动的机动部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查理曼才尽了一切努力来增加骑兵的数量。此外查理曼还增加了军队中士兵披甲的比例，因为在面对盔甲精良的伦巴第人、撒拉逊人以及后来的阿瓦尔马弓手时，没有盔甲的部队将会陷入极大的劣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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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征服帕德博恩。由于查理曼帝国的疆域远比墨洛温王朝时期更大，也导致查理曼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查理曼大帝制定的各项法律中，第一条与军事相关的规定，来自于他对国内能否尽可能保有更多盔甲的担忧。779年，他下令禁止商人向国外出口盔甲，后来这条法律也一再出现于如《米诺拉敕令》（Capitula Minora
 ）以及805年的《亚琛敕令》等法令中。在《亚琛敕令》中，查理曼还规定与文德人（Wends）、阿瓦尔人进行盔甲交易要受到专门的严惩。任何商人一旦被抓到向国外运输甲胄的行径，都要被判决没收全部财产。

查理曼在位前期给新近征服的伦巴第人制定了大量军事法律。他将法兰克式的军事规定应用到伦巴第人身上，规定如果有人逃避动员令，就要缴纳60索里迪的罚金，与先前的《利普里安》法典规定数额相当。而对于“被法兰克人称为逃兵”的临阵脱逃行为，惩罚则是死刑，或至少也会被交给国王定夺其性命和财产的命运。有趣的是，在786年的《伦巴第敕令》中，向王室宣誓效忠的伦巴第人都被定义为骑兵，敕令中说道：“所有住在乡村或是效力于伯爵、主教、修道院长麾下的人，以及在王室、教廷土地上耕种的佃户，所有拥有领地之人以及领主的家臣，以上人员，都必须自备马匹、武器、盾牌、长枪、刀剑和匕首前来军队服役。”查理曼手下大批的伦巴第骑兵，是对阿瓦尔人作战时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几乎所有与这些野蛮马弓手的战斗都是由丕平（查理曼之子，被国王任命为意大利副摄政）率领下的伦巴第人承担。790年，正是一支伦巴第部队一路攻入潘诺尼亚（Pannonia）的核心地带，在野战中击败了阿瓦尔人。与此同时，行动迟缓的奥斯特拉西亚步兵却只蹂躏了远至拉布（Raab）的阿瓦尔边境。几年之后，又是伦巴第骑兵彻底扫清了阿瓦尔人势力。当时在丕平和弗留利公爵埃里克（Eric，Duke of Friuli）的率领下，伦巴第骑兵在塞斯平原深处占领了被称为“巨环”（Ring）的阿瓦尔王室大营，将对方两个世纪以来抢劫到的财富全部当作战利品送回了亚琛的王宫之中。自此之后，阿瓦尔人再也没能重新崛起，最终衰落而亡。如果查理曼手下仅拥有法兰克步兵部队，他永远不可能征服这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而数量庞大的伦巴第骑士们既可以追击敌军，又能在追上对方之后将其击溃。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之处在于，在长达两百年时间里，阿瓦尔人始终是弗留利地区和所谓“奥地利”（Austria）地区的战乱祸根，但他们的国王却没能像查理曼大帝那样激励自己的部队进行远征，也没能找到任何补救措施。

查理曼大帝所颁布的最重要的军事法规，来自于其晚期的五份文件——803年的《军队改革令》（Capitulare de Exercitu Promovendo
 ）、805年的《亚琛敕令》（Capitulare Aquisgranense
 ）、807年和813年同样在亚琛发布的两道敕令以及811年的《博洛尼亚敕令》（Capitulare Bononiense
 ）。所有这些文件，都有必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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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描绘查理曼带领骑兵与撒克逊人作战的中世纪绘画。虽然这副绘画在细节方面错误颇多，但也可以看出骑兵在查理曼军队中的地位和数量比例相比之前已经大幅提高



在这些文件中发布时间最早的803年赦令，主旨在于建立一支人数较少但装备精良的部队来替换老式征召兵。这部敕令要求大领主们在参战时必须尽可能将更多在自己领地内拥有封地的家臣带上战场。一名伯爵有时只能留下两名家臣来保护妻儿，再留下两名文官料理公务，而一位主教总共也只能留下两名手下。其次，敕令还重新安排了全部有产法兰克人的兵役制度。所有拥有四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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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更多土地的法兰克人都要服役，如果他的领主也要参与作战行动，就由其领主指挥，如果领主要在其他战场担负任务，那就由当地的伯爵来指挥。对于只有三份地的法兰克人，则会与一位只有一份地的人划为一组，二人自行决定由谁出征，而装备的费用则由二人分摊——如果由较为富裕的那位出征，那么较为贫穷的那一位必须承担其装备费用的四分之一，如果由较为贫穷的那一位出征，较为富裕的那位就要负担起费用的四分之三。与此相似，所有拥有两份地的法兰克人都被编为两人一组，一位出征，另一位则负担其一半的费用。仅有一份地的人也会被分为四人一组，其中一位出征，另外三人负担四分之三费用。各地伯爵也要负责将所有拥有一份地或更多土地的领民全都编入这种小组。那些被查出没有编入任何小组的人，都要因逃避兵役遭到重罚。这样一来，所有装备恶劣的穷人负担都被减轻了，而富人的义务则被规定得更为严格，其总体结果是全国军队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士兵们平均的战斗力相应得到提升。

805年的《亚琛敕令》是对803年敕令的补充。敕令要求所有拥有12份地之人都要在服役时身着身甲，任何人如果拥有铠甲，但在服役时没有将其带上，就会受到没收铠甲和一切国王授予的特权的处罚。逃避兵役或没有编入803年规定的那些小组之人，都要被没收一半财产——任何拥有土地或其余财产估值达到六磅黄金者都要缴纳三磅黄金的罚款，财产为三磅黄金者则要交纳30索里迪，其余以此类推。向国外销售武器的禁令也在敕令中被再次强调，其中甚至还规定任何人在和平时期，都不得在其所属的领区内携带武器——“如果奴隶被发现携带投枪，那就要用投枪抽打其后背直到投枪折断为止”。

军队主体由财产少于12份地的人组成，但很明显的是，只有另外那少部分人才拥有盔甲。显然，所有那些被编入小组的人都是只装备了盾牌和投枪的步兵。

与805年的敕令相比，807年的敕令要更为重要。在这份敕令中，查理曼甚至将兵役推广到了财产少于一份地的人群中，而在803年的敕令中，一份地被看作是需要服役的基准底线。从807年起，每三名，而不再是四名拥有一份地的法兰克人就要提供一个士兵，而六名只有半份地或是财产价值超过十索里迪之人，也要提供一个士兵。敕令中还有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撒克逊人和弗里斯兰人所需承担的兵役，其中前者显然被认定为最贫穷的阶级，其提供的军队全都是步兵。在对撒拉逊人和阿瓦尔人进行远征时，提供士兵的标准为每六人提供一名士兵，在与波西米亚（Bohemia）的斯拉夫人作战时，标准为每三人提供一名士兵，而在与他们的邻居文德人、索布人（Sorbs）作战时，所有撒克逊适龄男性都被带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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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曼时代，法兰克军队的主力虽已经转移到了骑兵身上，但步兵仍占据军队的绝大部分



查理曼对弗里斯兰人所做的规定则与此完全不同。包括各伯爵在内，所有从王室获得过封地（Beneficium）之人以及所有在“马背上作战的人”（Caballarii Omnes）都要在国王发布动员令时随军出征；平民（Pauperiores）则要每六人提供一位装备精良的士兵。不幸的是，敕令中并没有提及划分骑兵、步兵的财产标准，而这对我们而言原本十分重要。比较可能的情况是，那些财产超过12份地的富农以及大领主和高官的家臣组成了骑兵部队。

《博洛尼亚敕令》对于了解查理曼军队内部的纪律情况十分重要。从敕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未能按照指定时间报道之人，会被处以长时间禁止饮酒、食肉的惩罚。被发现在军营中喝醉之人，则要受到在战役结束前都不准饮酒的处罚。任何拥有王室封地之人，无论是因为胆怯还是个人私怨，在战场上抛弃战友都要被国王收回其土地。士兵们每人需要自备三个月的口粮和给养，而从后来的一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口粮主要包括面粉、鲜猪肉和葡萄酒。这三个月的时间以军队跨出国界为起点计算，而对于那些从远方赶来的士兵，计算方法会更加宽松一些。所有从莱茵河以东地区赶去西部边境服役之人，这三个月时间都是从跨过卢瓦尔河开始计算的，而从卢瓦尔河以南地区前往东部参战的人，则可能会以跨过莱茵河为三个月的起点。与此相对，在莱茵河以东居住的士兵若要参加东部战事，其时间起点则仅能以跨过易北河疆界为准，而卢瓦尔河以南的士兵要参加南方的战役，也只能从跨过比利牛斯山（Pyrenees）开始计算。《博洛尼亚敕令》中明确指出，有必要让尽可能多的士兵穿戴盔甲，因此敕令中也规定任何发现自己拥有多余盔甲的主教或者修道院长都必须立刻将此事告知国王，并将盔甲贡献给军队中的其余士兵，而绝不能将其束之高阁。另外，敕令中对于领主不在领地时其家臣也要依令服役的情况进行了严格规定——如果这位领主没有将士兵交给当地的伯爵，他就必须缴纳违反动员令的罚款。

对于《博洛尼亚敕令》中有关给养的部分，查理曼在《庄园敕令》（De Villis Dominicis
 ）也有所补充。其中要求跟随军队行动的车仗必须能够搭载12蒲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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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谷物或12个小酒桶。另外，每辆车仗都要配备带有预制缝合孔的皮革篷布，在必须时只要在其中装上填充物（主要是干草）并缝合起来即可制成浮囊。另外，车仗中还要携带一支骑枪、一面盾牌、一张弓以及箭囊，以备车夫的不时之需。

查理曼大帝在813年发布的《亚琛敕令》是其最后一道军事命令，其中也有不少重要条款有必要提及。该敕令命令伯爵在集结部队时必须确定每人都配有一支长枪、一面盾牌、一张弓、两条弓弦以及12支箭。任何人都不得只带着一根木棍就来报道，即使装备最差的士兵也至少要带上一张弓。在这道敕令以及《庄园敕令》中对于弓箭的规定十分重要。此时这种武器对于法兰克人而言仍然是新鲜之物。可能是由于与阿瓦尔人（也是查理曼帝国唯一大量使用弓箭的邻国）作战的经验，法兰克人也开始尝试大量装备弓箭。《亚琛敕令》中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其规定伯爵、主教、修道院长手下所有士兵
[3]

 都要配备头盔和铠甲。而且从敕令第10节中，我们还可以一窥军队中后勤纵列的大体情况——王家车仗中装有鹤嘴锄、短柄小斧、铁桩、拱形大盾（Pavise）、攻城锤以及“投石器”（肯定是大型的攻城机械，而非投石手所使用的投石器）。国王麾下的元帅们负责提供可供投石机使用的石块。

在806年写给阿尔塔齐修道院长富尔拉德（Fulrad，Abbot of Altaich）的征召令，算是对以上这些文件的最好总结，我们在此也有必要加以详细引用。其中写道：“你应在5月20日前带领士兵沿威悉河（Weser）抵达斯塔斯弗特（Stasfurt），做好前往任何方向作战的准备。另外，你还应携带着武器、装备、被服、给养等一切战争物资前来。每个骑兵都应配备盾牌、长枪、刀剑、匕首、弓箭以及箭囊。在行李纵列中你也应准备好铁锹、斧头、铁头木桩等一切宿营所需之物。口粮必须足够三个月食用，被服则应足够六个月的用量。在前来报道的路上，不要伤害我们的臣民，除清水、树木和青草以外不得征用任何物资。你应让士兵与车仗、马匹一同行动，而不能把辎重落在后面，以免士兵犯下过失。作为对国王的尊敬，以上所述之事均不得忽视。”

以上即是国王对一位手下封臣的征召令，这段文字可在加洛林时代的文件中找到，其内容即为要求封臣带领其家臣负担兵役。值得一提的是，富尔拉德手下所有家臣似乎都是骑兵，因为文件中既没有提及步兵，也没有提及步兵的装备。另外，文件中也没有提及这位修道院长手下的骑兵是否穿甲。不过由于这份征召令早于807年和813年的敕令，其中没有提及盔甲也属自然。虽然按照805年的敕令，富尔拉德手下所有采邑超过12份地的富农都应穿戴锁甲，但这一规定当时还没有被推广到普通士兵身上。而命令中关于弓箭的部分，事实上查理曼也在让步兵尝试采用这种武器。不过无论是在骑兵身上还是步兵身上，法兰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大范围将弓箭推广开来。命令中所描述的大批给养以及掘壕工具一定会导致行李纵列变得十分笨重，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想到，为保护这些辎重，查理曼的营地一定是设防的，铁头木桩和铁锹也是为此准备的。征召令最后一段则显示出查理曼对于过去墨洛温时代士兵为非作歹的风气十分担心，害怕军队会在抵达边境之前就将所到之地抢劫一空。也正因为这样，富尔拉德才被要求带上如此沉重的给养。虽然补给纵列会拖慢军队的集结和行军速度，但若没有这些物资，军队就无法在敌对领土或一片焦土上作战数月之久。墨洛温时代的军队便经常因缺乏给养而陷入饥荒并自行解体。

如果所有这些命令都能够在王室的监督下完成（要知道查理曼总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显然这支军队已经变得和墨洛温时代的混乱大军完全不同了。这位大帝的征服工作即是军队效率的最佳体现，作为一位不知疲倦的国王，如果某次战役没能达成计划的最终目的，查理曼就会在第二年春天再次发兵。在进行征服撒克逊人等特别困难的征服工作时，他甚至会在敌人领土上宿营过冬，以免当地人在他回国期间趁机叛乱。举例而言，在785年至786年的冬季，他不仅修建了大量堡垒、切断道路，甚至在隆冬时节还不忘反复对叛乱军发动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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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兰克骑兵交锋的阿瓦尔骑兵，最终阿瓦尔人被查理曼的骑兵彻底消灭

不过在查理曼的所有改革中，最重要者可能还要算是他对要塞的系统化使用。在某一地区表示臣服并交出人质和贡金之后，查理曼并不会像他的先王们那样从当地撤离，任由当地暴发叛乱。他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在那里建起一道木墙，并在周围挖掘壕沟，将其建成一座城堡（Burg），并在其中留下驻防部队。他最喜欢在依山傍水之处设防，每座城堡都拥有道路与邻近城堡以及原先的帝国边境相连。查理曼及其手下诸将最终积累了大量关于工事的经验技巧。不幸的是，帝国的继业者们忘掉了这些技艺，直到遭受丹麦人一连串的长期入侵之后才被迫重新将其拾起。巴塞罗那的围攻线可能要算是查理曼在位期间最具野心的工程，该工事由其子路易（Louis）带领阿基坦（Aquitaine）、塞普提曼尼亚（Septimania）两地的征召兵在800年建成。在800年至801年冬季，法兰克军队始终包围着巴塞罗那。他们建造了两道木墙并挖掘了内外两条壕沟，以便同时防御被围者出城突袭和从外部而来的救兵。这项工作完成得极为有效，迫使摩尔守军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英勇抵抗之后，不得不因饥饿而投降。查理曼的这些“城堡”作为权宜之计而言十分成功，而且极难攻克。776年埃勒斯堡（Eresburg）之所以陷落，原因在于城内出现叛徒。只有778年陷落的卡尔斯塔特（Karlstadt）是直接被撒克逊人发动的决死突袭所攻克。对于西欧人而言，这些要塞的出现在战争艺术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在此之前，条顿各族甚至连营地都不会设防，更不用说依靠壕沟和木桩来固守被征服地区了。有了这些要塞，查理曼才得以永久征服那些先王仅能靠发动突袭来抢夺贡金的地区。这些要塞的选址也极为优秀，其中不少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还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如马格德堡（Magdeburg）、帕德博恩、不来梅（Bremen）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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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正遭受法兰克军队围攻的一座要塞。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在边境地区建立了系统化的要塞网，以便控制占领区

对于加洛林时代的军队，我们仍然缺乏很多艾因哈德（Einhard，查理曼大帝传记的作者）及其同僚所不曾给予我们的信息。我们无法给出军队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也无法给出士兵穿甲和不穿甲的比例。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确定，由于查理曼不断颁布的敕令，在770年至814年间，身穿甲胄的骑兵在军队中所占比例肯定有了大幅提高。在一部有关782年撒克逊战争的编年史中，一段有趣的段落显示在当时的一些远征中，骑兵在法兰克军队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照其描述，耶卢伯爵（Count Geilo）和阿达尔吉斯伯爵（Count Adalgis）在率军攻击一支叛军时，发现休德里克伯爵也率领军队从另一个基地出发赶来攻击敌军。前两位伯爵为了独占自认为已经到手的功劳，命令手下士兵准备作战，并说道：“你们要像追击逃敌而不是与完整的敌军战斗那样全速前进，尽可能催动各自的战马，这样他们就会陷入混乱，冲向列在敌人营地前方的撒克逊人。”这次鲁莽的进攻最终被敌军击退，四位伯爵、两位国王钦差（Missi Dominici）以及超过20名贵族战死，“手下的士兵也有很多人选择与他们一同赴死，而没有逃亡”。即使这段描述无法证明耶卢和阿达尔吉斯手下部队是完全由骑兵构成的，也足以证明其中的骑兵比例极大，伯爵们也因此希望能够不依靠步兵支援来击败敌军，因为在这样一阵疯狂的进攻中，步兵肯定已被落在后方数里之远。而后一段话则是整个记载的关键所在，法兰克骑兵身为从伯爵那里得到采邑的家臣，即使在必死无疑之时也不会抛弃主人。在这场战斗中，步兵有可能被落得太远，根本没有参加战斗。

至于法兰克军队在会战中的阵型或者序列，如骑兵是位于步兵两翼还是前方等问题，我们同样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在一支集结起来的大军中是否还存在比“由伯爵亲率的当地士兵”更大规模的单位，我们也一无所知。从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的灾难性失败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法兰克军队在行军时会拥有独立的后卫和前卫。在这场会战中，由于后卫被主力落得太远，在主力部队的战友们赶回来救援他们前，后卫就已经被敌军击溃了。分为几个纵队同时进军的例子，则可以从791年的阿瓦尔战役和804年的撒克逊战役中找到。

关于部队战略部署的最科学记载，可能来自于一个查理曼并没有亲自指挥的战役，也就是800年至801年对加泰罗尼亚的入侵。当时军队由其子路易指挥，他将手下三分之一的人马用于围攻巴塞罗那，之后又将三分之一的军队交给图卢兹伯爵威廉（William，count of Toulouse），将他们布置在巴塞罗那以西数里格之处作为掩护兵力，同时路易本人则率领最后三分之一的人马驻扎在位于鲁西荣（Roussillon）的前进基地附近，随时准备在前述二者需要帮助时提供支援。科尔多瓦（Cordova）的哈里发率领援兵从萨拉戈萨（Saragossa）出发，但却发现路易的掩护兵力占据着极佳的阵地，因而没有进入加泰罗尼亚，反而去入侵了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当他撤退之后，掩护部队即与围攻部队会合在一起，如前文所述那样挖掘壕沟宿营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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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及其装备。1.头盔；2.盾牌；3.锁子甲制成的护颈；4、5.护臂和胫甲；6.剑鞘；7、8、9.法兰克骑兵常用的几种长剑



不幸的是，对于查理曼军队军容最详尽的描述，并非来自于这位大帝在位期间。好在后世的一位学者对这一点进行了记载，他走访了仍然记得查理曼大帝时期军队状况并曾在其军队中服役的老兵。这位学者是圣加尔（St.Gall）修道院的一位修士，其著作写于查理曼过世六十年后，而他也将这部书进献给了这位伟大征服者不称职的孙辈——“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即查理三世）。这位修士在书中描述了773年意大利战役中进逼帕维亚城下的法兰克大军。据称他在参考了查理曼时代的诗歌后写出了下述内容：“狄西德里乌斯国王（King Desiderius）和他的家臣奥吉尔（Ogier）远远地看着庞大的入侵军纵队。每当一支部队进入视野时，国王就会问查理曼是否就在这支军队中，敌军的主力是不是就是眼前这支部队。奥吉尔一次又一次回答说查理曼还没有出现，眼前这些数量庞大的士兵只不过是其前卫而已。最终当平原被军队映得发黑时，才有一支比先前所有部队都更为庞大的部队接近。之后那位铁王终于出现，铁盔上戴着王冠，手臂上披着铁锁制成的甲袖，宽阔的胸膛上覆盖着铠甲，他左手持着长枪，右手则握着那柄从未被征服过的长剑。他的大腿上也覆盖着锁甲，而手下士兵则不愿意在腿上穿甲，以便骑马时更加灵活。国王的小腿上绑着铁制胫甲，军中所有士兵在这一方面也与他相同。他的盾牌由钢铁制成，没有任何装饰。亲兵们环绕在国王四周，装备也是尽其所能地向国王看齐。铁甲布满整个平原上的所有道路，就连阳光都被铁甲折射到了其他地方。帕维亚的市民惊恐地哭喊着：‘铁甲、铁甲，到处都是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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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可见他的腿部和小臂均没有甲胄保护

在这段对8世纪盔甲的描述中，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发现身甲这种长度不及臀部的甲胄，并不是在查理曼的孙子，也就是圣加尔编年史成书的“胖子”查理时期才开始流行，而是早在那位大帝在世时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另外按照上述的记载，胫甲也已被大量使用，在多数人身上，只有大腿部分没有装甲保护。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这段描述，甲袖（Manica）与身甲并非是一体式的。另外，书中还有一段文字记载，弗雷瑞斯伯爵埃伯哈德（Eberhard，Count of Frejus）曾在837年留下过一顶带锁甲护颈的头盔、一件身甲、一只甲袖和两块胫甲。可能只有右手才需要穿着甲袖，左手则依靠盾牌来保护。

与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制定了大量军事法律相反，其子“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814年至840年）只制定了很少有关军队的法律。当然，若以这两位皇帝的性格来看，这种情况也并不令人意外。路易所发布的敕令大多旨在解决教廷相关事务的问题。查理曼所建立的军事体系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从路易同其子洛塔尔在828年联名发布的一道敕令中可以看到。该敕令要求各地伯爵严格清点手下的小土地所有者是否已被正确编入了相应的征兵小组，而这些小组正是查理曼在803年所建立起来的。832年，洛塔尔在帕维亚向意大利境内各分国发布的另一份文件，也再次重申了禁止将盔甲卖到国外以及拥有12份地之人服役时必须穿着身甲的规定。

路易在位时期，法兰克帝国中央权力急速减弱，地方伯爵的独立性相应也变得更强，王公贵族们手下的骑马家臣在数量和重要性上相比于无装甲的征召步兵也肯定在持续增加。路易执政后期，国内爆发了长期的内战，其中充斥着大量士兵突然逃亡或大规模部队因各种原因投靠敌军的情况。可见，各地伯爵已经将确保自身利益摆在了比确保属下臣民忠诚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对王室征召令的俯首帖耳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的公开背叛事件。由于路易皇帝对膝下儿子们的慷慨，整个帝国同时存在四位统治者。野心勃勃的贵族们将自己的计划掩盖在长袍之下，假意效忠于叛乱的年轻统治者们，等到各地领主的意志终于超越了有名无实的帝国皇帝后，封建时代也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早在查理曼大帝时代，伯爵们便已经开始压榨较为贫困的自由人，他们违抗皇帝敕令中一再重申的命令，从这些人身上征收非法税贡和徭役，而在路易及其子嗣这样的懦弱统治者治下，这种恶行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一点表现在社会而非政治方面，即小地主阶级数量相对于大地主阶级不断增加。可能前往遥远边境地区作战的沉重兵役是导致自由农民衰落的元凶之一，墨洛温时代相对较少的兵役压力，在查理曼时代因帝国向易北河、多瑙河的大规模扩张而成倍增加。

不过，国家向封建制度的转变以及军队中民族性征召步兵的衰落，若不是因外来因素的影响，只会以相对缓慢的步调发展。从军事角度来说，西欧所发生的快速变革，可以说是北方民族入侵的直接结果。东部边境上的马扎尔人（Magyars）以及意大利的撒拉逊人所带来的小规模威胁，虽然加剧了这一变革，但其重要性远不如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入侵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节

维京人（800年至900年）

从三个世纪之前的515年，利普里亚的休德伯特在弗里斯兰海滩杀死英雄贝奥武夫的兄弟，丹麦人海格拉克（Hygelac）时起，北方民族和法兰克王国之间便已经存有敌意。不过，由于自由的撒克逊人夹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将他们隔开，因此法兰克人与丹麦人很少相遇。到查理曼大帝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忙于不知名的内战之中，北海沿岸也很少听到他们的名字。不过当法兰克人凭借着财富、贸易以及基督教影响力横扫撒克逊人，将边境推进到艾德河（Eider），以及查理曼首次征服撒克逊人的短短几年内，居住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对岸那些浅水峡湾中的维京人（Vikings或Wickings）便登场了，这也是他们首次严重扰乱西欧的和平。其动因可能来自于从法兰克大军面前逃亡到日德兰群岛的撒克逊人威德金特（Witikind）。毫无疑问，他将法兰克铁王那不知疲倦、组织严密且无可阻挡的进军，当作恐怖故事一样讲给接纳了自己的丹麦人。这种威胁此时对丹麦人而言也已经是迫在眉睫，撒克逊人的命运可能很快就会在丹麦重演。丹麦北方诸王收容了威德金特，同时派遣使者劝说查理曼，尽最大可能平息这位大帝的怒火。最终，当威德金特不得不在785年屈服并接受基督教洗礼后，丹麦诸王肯定认为接下来就要轮到自己来面对法兰克风暴了。可是在之后几年时间中，规模庞大的阿瓦尔战争、撒克逊人的屡次叛乱以及意大利的纷争导致法兰克军队不得不在别处作战。法兰克人与北方人长期战争中的首次攻势，反而是由后者所打响。奇怪的是，最早一次有记录的丹麦突袭并没有针对查理曼大帝领内，而是选择了更偏远的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人首次出现在789年，“三艘来自赫尔塔兰（Herethaland）的战舰”进行了一次孤立的海盗行为，焚毁了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韦勒姆（Wareham）地区。四五年之后，两只小型舰队又焚毁了林迪斯芳（Lindisfarne）地区富庶的修道院以及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n）海岸上的韦尔茅斯（Wearmouth）地区。795年，丹麦人又出现在了远达爱尔兰的不列颠西部，摧毁了都柏林湾（Dublin Bay）雷切卢（Rechru）地区的修道院。直到799年，也就是丹麦人突袭韦勒姆整整十年后，维京人才终于第一次攻击了法兰克领土。据说在那一年夏天，他们登上海岸，给弗里西亚、阿基坦两地带来了一场浩劫。警惕性极强的查理曼不久后便抵达当地，并下令建造一支舰队来保护北方的狭窄海域和纽斯特里亚（Neustria）海岸。不过要等到810年，丹麦人在好战的国王戈德弗雷（Godfred）的带领下对弗里西亚进行大胆入侵时，法兰克帝国才终于感受到了严重威胁。在200艘船只的支援下，戈德弗雷横扫了弗里斯兰群岛，从居民那里勒索到了大笔贡金。在他得意于胜利喜悦时，甚至还说要进军亚琛“拜见”查理曼皇帝，可不久之后，戈德弗雷就被自己的一位手下所谋杀，其侄子亨明（Hemming）即位后立刻与法兰克人讲和，并上船驶回国内。从此时起直到76年后，丹麦人才终于得以进抵亚琛。不过，亨明的和平承诺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有记录显示在810年至814年间，法兰克帝国北部仍遭受了数次小规模劫掠，不过这些劫掠都显得无伤大雅，维京人的劫掠要一直到“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才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在查理曼大帝晚期，维京人最喜欢的活动区域是爱尔兰。从807年起，他们便在爱尔兰的整个海岸线上制造了无数的灾难，沿着海湾和岛屿，将所有修道院一座又一座地抢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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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出现在法兰克帝国海岸后，烧杀抢掠，为祸各地，给沿海地带造成巨大灾难和威胁



在早期的几次试探性突袭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尚没有意识到自身拥有何等力量，他们也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些经验丰富的劫掠者。可无论如何，斯堪的纳维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奇怪了。最初他们只会驶向自己尚不曾涉足的海域，船只也都是轻型的无甲板长船，似乎根本无法适应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海况。在维京长船首次出现于北海不到20年后，这些龙骨并不坚固的船只便开始航行于多尼戈尔（Donegal）和凯瑞（Kerry）等礁石众多之地，足以证明维京人的航海技能是何等出色。从本质上讲，维京长船是由划桨而非风帆推动，其桅杆可以，也经常会被拆下，维京人只有在风力、风向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才会使用风帆。这样一来，每舷配备的10至16名划桨手便成为维京长船的主要动力来源。到10世纪、11世纪造船技术变得更为科学之后，划桨手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到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少量拥有两排桨座的长船。长船的船头和船尾都呈高大的弧形，船头经常会被装饰成传说中极为著名的龙头形状。长船没有船舵，而是依靠船尾的一个大型船桨来控制转向，原理与今天的设得兰（Shetland）六桨渔船（Sixern）相同。早期的维京长船可能会搭载60至100人，而10世纪建造的大型长船则可搭载多达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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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使用的长船。由于有长船的支援，维京人在海岸地带来去自如，使各地守军难以应对

丹麦人、瑞典人以及其他北方民族在800年左右时的社会形态，都与三百年前前往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十分相似。劫掠者们并非由组织紧密的部落组成，而是由在某位著名人物领导下的冒险者所组成的乌合之众。通常而言，这位领袖也不过是一位声望卓著的战士，而与王室血脉并无干系。维京时代早期，很少会有一族之主亲自上阵的例子，只有810年戈德弗雷登陆弗里西亚这首次行动是一个例外。所谓的“海王”（Sea King）事实上不过就是军事指挥官而已，其权力和地位在一次远征结束后就会告终。不过修士阿波（Abbo）也曾在介绍886年围攻巴黎的那位海王时写道：“虽然国王只是有名无实，但麾下还是拥有很多战士。”

最早的维京冒险者们，装备并不会比5世纪那些英格兰劫匪们更好。即使领袖们从南方抢到或是买到了一些头盔和锁甲，主力士兵肯定还是完全不着甲胄的。除金银财宝以外，头盔和铠甲是这些劫掠者们最渴望得到的战利品。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短短两代人之内，北方人便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战利品将自己武装了起来，而他们自己的铁匠们也逐渐掌握了盔甲制造技术。到850年或900年为止，那些与所有外族为敌，而且除战争以外便再无其他事情可做的专业维京战士都已经拥有了锁甲。他们的甲胄与法兰克人几乎完全相同，但头盔却并非法兰克人那种一直使用到9世纪的半古典头盔，而是采用了尖顶形状，而且还经常带有护鼻。维京盾牌与多数条顿民族所使用者一样呈圆形，直到10世纪，与《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
 ）及其他同时代艺术作品中所出现者呈相似形状的风筝盾才开始为维京人所使用。他们通常会给盾牌图上红色或其他鲜艳色彩，在海上航行时则会将盾牌挂在船舷上，将船舷装扮得极为五彩斑斓。

丹麦人的进攻武器以投枪、刀剑和战斧为主。从北方墓穴中挖掘出的早期维京剑长度较短，呈树叶形，没有十字形护手，剑柄也很短小。后来维京人改用了法兰克剑，剑刃更长也更宽阔。相比之下，维京战斧要更具代表性。与投掷用的轻型法兰克战斧不同，维京战斧极为沉重，斧头也只有单面带刃，安装在一个五英尺长的斧柄上，想要用好这种武器，就必须双手并用。在强壮且老道的战士的挥舞下，维京战斧足以在一击之下将对手的盾牌和头盔同时砍穿，斩断头颅或躯干，即使砍倒一匹战马也毫不费力。正如传说所言，维京人有时会给剑或者战斧刻上符文，多数关于北方民族的博物馆中都保有如此装饰的文物。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投枪与法兰克人和盎格鲁人所使用者没有任何明显区别，而他们使用弓箭的技巧则要比所有与他们作战的民族更熟练，因为此时英格兰人尚没有掌握这种武器，而查理曼大帝试图在大陆上推广弓箭的敕令也没有发挥太多效力。即使是最负盛名的北欧勇士，也一样会骄傲于自己拉弓放箭的技巧。对维京人而言，弓箭是一种享有荣誉地位的武器，而在他们的敌人中，弓箭却被看作是最为贫穷之人才会使用的低级武器。熟知北欧传奇故事的人肯定对奥拉夫·特拉哥瓦森（Olaf Tryggeveson）及其亲信埃纳尔（Einar）的高超射技耳熟能详，也一定会对马格纳斯国王（King Magnus）在梅奈海峡（Menai Strait）射杀休米伯爵（Earl Hugh）的那著名一箭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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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京人的头盔
	◎维京人的盾牌




维京人出现在不列颠西部海域不久之后，便取得了对原先那些条顿王国的绝对优势。最初他们还比较谨慎，不敢深入内陆，只敢在蹂躏某个海岸城镇或修道院后便带着战利品逃之夭夭。对于早期的这些劫掠行动，法兰克人、爱尔兰人以及英格兰人似乎更多感到的是愤怒而非惧怕，而且他们也确实曾追上并摧毁了几支数量不小的入侵者。但是随着入侵舰队规模越来越大，劫掠者们变得更加大胆，装备也越来越好，而且他们也掌握了敌人防御力量的弱点。在首次劫掠英格兰并进攻法兰克人的大约30年后，西欧人终于开始发现，北方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害虫和讨厌鬼了，他们已经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一大威胁。832年托尔格齐（Thorgils）率领大军入侵爱尔兰内陆；834年维京人蹂躏多施塔特（Dorstadt）的繁华海港，劫掠教区大教堂所在地乌得勒支（Utrecht）；851年在英格兰塔内岛（Thanet）建立首个维京营地等事件，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入侵者的数量变得十分庞大，而且愈发肆意妄为。毫无疑问，若想阻止他们的进一步扩张，就必须采取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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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京人的投枪枪尖
	◎维京人的战斧和短剑




在爱尔兰那些被横扫的部落中，我们找不到他们有联合起来或进行有组织协同抵抗的证据。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本应要比他们表现更出色，但此时二者内部的政治环境不佳。在英格兰根本没有任何统一的政权领导，即使是被七国联盟（Heptarchy，包括肯特、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威塞克斯、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诺森伯利亚）推举出来的埃格伯特国王（King Egbert），其权力事实上也仍局限于他自己的威塞克斯境内。埃格伯特并没有能力去保护诺森伯利亚或者麦西亚，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确保自己的国土不受侵犯而已。838年，他在亨斯顿（Hingston Down）对一支维京、威尔士联军取得了相当规模的胜利，但他还是无法将北方和东方从劫掠中拯救出来。埃格伯特死后，其软弱的儿子埃塞伍尔夫（Aethelwulf）继位，威塞克斯对七国联盟的领导也彻底变得有名无实。埃塞伍尔夫在位期间，仅有一次率军越过边境，前去救援另一个英格兰邦国的例子（853年）。虽然埃塞伍尔夫是一位称职且善良的国王，但他并不是军事天才。尽管维京人每次出现时，他都会尽职尽责地率军与敌人作战，而且也曾不止一次取得胜利，但在他执政期间，英格兰的命运还是走了下坡路。伦敦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均在850年被维京人洗劫，尽管埃塞伍尔夫在萨里（Surrey）的奥克利（Ockley）地区消灭了敌人，三年之后还是有另一支维京部队来到了威塞克斯，并采取了最令英格兰人感到不安的行动——他们在斯韦尔（Swale）沼泽背后的谢佩岛（Sheppey）上建起了工事，使敌军再也无法赶走他们，而这也是丹麦人第二次在不列颠过冬。在威塞克斯处境堪忧的同时，麦西亚和诺森伯利亚的境况还要更差，这两个王国都已被彻底蹂躏，领内已经很难找到一座没有被烧光的城镇或修道院了，而这还只是灾难的开始，维京人虽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劫掠，但至少尚未开始在英格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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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民兵，其战斗力根本无法和维京人相提并论，因此英格兰诸国在维京人来袭之初也居于下风

法兰克帝国本应承担起抵抗北方民族的最主要责任，但此时法兰克人的情况甚至比英格兰人还要更糟。而这之中，英格兰至少是朝着统一方向发展的——威塞克斯终于永久性地吞并了肯特和苏塞克斯；麦西亚也即将吞并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原先的属国威克斯（Hwiccas）、林迪斯瓦拉（Lindiswaras）也已经被兼并。虔诚者路易治下的法兰克帝国此时却弥漫着走向分裂的气氛，阿基坦和巴伐利亚人早就有分裂的倾向，伦巴第对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也十分不满。路易早已将各省的统治权分封给了膝下那些忘恩负义的儿子们，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上述地区开始叛乱。皇帝愚钝的心慈手软与其儿子们的野心勃勃虽然在表面上是叛乱的原因所在，但事实上，叛乱的真正原因来自于各臣属民族对独立的渴望。在所有民族中，只有奥斯特拉西亚人始终支持帝国的统一和制度。路易儿子们之间的内战终于在830年爆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愈演愈烈的维京突袭仅被帝国人民看作是令人讨厌的节外生枝，除了遭到劫掠时以外，他们更关心路易到底是会将孩子们镇压下去还是会丢掉皇位，又或者路易的幼子查理是否应与其余兄长们一样得到国王冠冕。在丹麦人深入弗里西亚，沿默兹河（Meuse）和卢瓦尔河进行大胆入侵之后不久，路易便于840年去世。在他死后，内战变得更加频繁混乱，在841年血腥的丰特奈会战（The Battle of Fontenay）中，奥斯特拉西亚军队被彻底击溃，帝国也确定了分裂的命运，从汉堡直到巴塞罗那的整个法兰克帝国被永久分裂成了大批民族性独立王国，再不曾出现一个能够调动全西方军队的强权帝国。

若以现代观点来看，从某种角度而言，也许三到四个结构紧凑的民族性王国要比查理曼大帝那庞大笨拙的帝国更容易抵抗维京人，可是在当时，加洛林王室的利益争乱，仍在阻挡着民族性国家前进的脚步。每一位国王都觊觎着自己兄弟或是远亲手中的省份，在朦胧中，他们也仍在试图将帝国统一在自己麾下。直到“虔诚者”路易长子的男性后代全部在意大利去世（875年），次子的后代也全部在日耳曼去世（911年）之后，这些断断续续的统一计划才彻底告终。只要这些计划仍然存在于世，西欧就永无安宁之日——“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准备在梅斯（Metz）或罗马为自己加冕的同时，维多（Wido）可能正在席卷勃艮第，而卡洛曼（Carloman）和阿努尔夫（Arnulf）可能也在蹂躏伦巴第平原。而在他们的后方，丹麦人、撒克逊人和马扎儿人已经将他们的国土撕成了碎片。沉迷于帝国政治的各位国王们，根本无暇顾及整顿边境和海岸防务这项最基础的工作。因此840年至900年间的这六十年，毫不令人意外地成为5世纪条顿王国首次出现后，基督教世界最黑暗的时刻，直到878年阿尔弗雷德将丹麦人从威塞克斯驱逐出去；885年至886年奥多伯爵成功守住巴黎；891年阿努尔夫在卢万（Louvain）取得大捷之后，局势才终于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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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盔甲和战马的优势，维京人既能在小规模战斗中击败各地守备队，也能够快速机动，躲避敌方大规模部队，因而很少遭受失败



我们有必要对北方民族的战术，以及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为应对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做一分析。到9世纪中叶，由于远征取得了十分幸运的成果，几乎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男性都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之中，导致入侵者在数量上增加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而北方战士们所面对的敌人却不过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这是一场经验丰富的老兵与民兵守卫队之间的较量。他们在装备方面要远强于对手，可能所有人都已配备了头盔和锁甲，而同时英格兰民兵和法兰克征召兵主体仍以无甲的步兵构成。海峡以北只有领主阶级，海峡以南只有伯爵及其家臣才拥有足够优秀的装备，能够与入侵者正面对抗。在双方人数接近的情况下，维京人总是能够保持不败。不过一旦整个乡村都被动员起来，或是几个郡县联合起来对抗入侵者，维京人就必须小心行事，以免自己被数量压垮。只有在他们组建起了一支格外强大的舰队时，北方人才能在旷野上与对方进行会战。毕竟，作为抢劫者，会战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所在，只要当地居民能够集结起一支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军队，入侵者就会回到船上，驶向一个尚且完整的省份再进行抢劫。更重要的是，维京人很快就认清在岸上也要同样具有快速机动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每当他们在某处登陆后，立刻就会将附近所有马匹抢夺过来，以便运载士兵和战利品。维京人并不打算以骑兵身份作战，他们抢夺马匹也只是为了快速行动而已。关于维京人在英格兰实施这种行动的记载最早出自866年，当时“有一支庞大的异教徒军队骑马来到东盎格利亚”。有趣的是，在这一年，丹麦人也在法兰克领土上首次尝试了这种策略。毫无疑问，维京人的作战基地就是他们的舰队，而所有抢劫行动都会以快速回到船上而告终。只有在水路不通时，袭击者们才会离开船只周围。按照惯例，维京人会驾着船只沿主干河流溯流而上，沿途抢劫两岸的城镇和修道院，直到他们抵达河流无法继续通行之处，或是遭遇一座横跨两岸的设防城市，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前进时，维京人才会在那里下锚或将船只拖上河岸。之后，他们会建起一道篱笆墙来保护船只，在其中留下部分部队驻防，其余人则围绕着营地继续在周边地区抢劫。如果有占据优势的敌军接近，早期的维京人就会赶紧回到船上顺流而下逃向大海，到了后来，随着入侵者愈发大胆，他们也开始在易守难攻之处设防，抵挡敌军进攻直到对方因缺乏给养或冬季到来而解散为止。这些要塞通常都建立在岛屿上。劫掠纽斯特里亚的各路抢劫者总是会在塞纳河中的约塞尔（Oiselle，又称奥斯塞卢斯岛）上建立根据地，该地位于鲁昂（Rouen）上游十英里。维京人曾在这里曾抵挡住“秃头”查理于858年和861年进行的两次围攻，而且至少有一次，维京人甚至敢于在更加上游的布吉瓦尔（Bougival ）境内的弗萨-吉瓦尔迪（Fossa Givaldi ）建立阵地。相比岛屿，此处更像是一个被沼泽包围的半岛。在英格兰，维京人会将要塞建立在塔内岛或谢佩岛。在871年一次很有名的入侵中，维京人选择在泰晤士河（Thames）与肯尼特（Kennet）之间的雷丁（Reading）狭地上建立要塞。在卢瓦尔河口，他们会占领努瓦尔穆捷岛（Noirmoutier），在罗纳河（Rhone）口则据守卡玛格湿地（La Camargue）。攻击佛兰德斯（Flanders）和奥斯特拉西亚时，维京人又会选择瓦尔赫伦岛（Walcheren）。863年溯莱茵河而上的维京大军，面对洛塔尔二世的奥斯特拉西亚和日耳曼人路易的撒克逊联合部队，坚守住了诺伊斯（Neuss）附近的一座莱茵河小岛，最后他们撤离该岛也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被迫。面对一支缺乏战舰的敌军，这些岛屿要塞几乎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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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的设防营地



即使丹麦人没有将要塞建立在无法接近的岛屿上，大陆人也很少能突破由重甲斧头兵镇守的木墙和壕沟。“秃头”查理曾止步于吉瓦尔德（Givald）的壕沟面前（852年），胖子查理面对阿什罗赫（Ashloh）时一筹莫展（882年），威塞克斯的埃塞雷德（Ethelred）也未能在雷丁得胜（871年）。所有这些失败都是围攻丹麦人营地要面临何等困难的例证。因此，少数几位能够攻克这些坚固要塞的基督教国王便会享有极大的荣誉。阿努尔夫国王在891年攻克了卢万的维京大营可以说是9世纪所有类似行动中最为出色的一个。当时北方人已经袭扰了整个奥斯特拉西亚，并在格勒会战中（The Battle of Geule）击败了当地的征召兵。这位日耳曼国王听到民兵战败的消息后，立刻从东部边境赶回。他发现敌军已经在一处被戴尔河（Dyle）环绕之地建起了阵地，两岸之间也挖掘有一道灌满沼泽的壕沟，而在壕沟后方，维京人还建起了一道高耸的城墙。阿努尔夫并没有被要塞的坚固程度所吓倒，他跃下战马，命令所有伯爵和骑兵也都要下马，他们拔出长剑涉过沼泽，在木栅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紧跟在后的士兵们也猛烈地冲进缺口。在一场激战之后，丹麦人的盾墙崩溃了，所有维京人都在混乱中被推进了戴尔河，并在那里成百上千地淹死。像这样一次胜利，要比在旷野上取得数次胜利更有意义，因为它使丹麦人开始怀疑自己利用工事据守内陆要塞的能力。在这次大捷之后，维京人便再也不敢深入日耳曼内陆。因为这一原因，攻陷卢万营地在军事历史上理应要比阿尔弗雷德13年前在埃瑟顿（Ethandun）所取得的胜利享有更高地位。当时那位威塞克斯国王虽然在会战中击败了丹麦人，却并没能攻克他们在奇番海姆（Chippenham）的营地。该要塞最终只是有条件投降，考虑到当时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Guthrum）的情况，停战条件一定是对丹麦人较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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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至9世纪的维京战士



如果丹麦人在距离营地较远的地方遭到突袭而被迫应战，他们便会像871年在阿什当（Ashdown）或878年在埃瑟顿那样，在陡峭的山坡上或一条河流背后找到最适合的阵地，在那里列好盾墙与对方决一死战。在某些情形下，如果维京人在野战中被法兰克骑兵击败，他们便会撤退到距离最近的掩蔽所中。881年，他们在索古(Saucourt)战败后逃到了一个村庄中，866年在布里萨特（Brisarthe）战后逃到一座教堂中，873年在弗里西亚则逃到了一座大型建筑中。在这些地方，他们要么奋战到击败敌军，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就坚守到夜幕降临后逃之夭夭。

丹麦人经常能够在失败之后通过集结溃兵挽回败局，而这也是他们坚韧不拔的绝佳例证。868年在约克城下进行的大战中，丹麦人最初被奥斯伯特（Osbert）和埃拉（Aella）彻底击败，一直被击退到了城镇之中，但在利用房屋将败兵集中起来后，他们又将诺森伯利亚人赶了出去，并最终杀死了两位英格兰国王，赢得了会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872年，当时他们已被阿尔弗雷德重挫，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但在看到威塞克斯人因胜利的激动而丧失秩序后，他们便重新集结起来挽回了败局。索古会战也险些重现此事，若不是路易国王那令人钦佩的努力重整了部队秩序，维京人在绝望之下的最后一搏本可能使对方从胜利走向灾难性的失败。在911年的查特尔会战中（The Battle of Chartres），维京人大败，损失了6000名士兵，但在刚刚抵达战场的普瓦捷伯爵（Count of Poictiers）率领骑兵向他们发起进攻时，这些虽然战败却仍然不屈不挠的士兵便转过身来将这位公爵击退，攻入他的营地，用一场夜战胜利来为这失败的一天画上句号。只要维京人的战旗仍在飘扬，战场上还有一名战士没有倒下，对手就不能说自己已经击败了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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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会战的维京部队（右侧），双方都习惯采取盾墙阵型，但由于维京人在盔甲、武器和战斗素质等方面都更为优越，因而经常能获得胜利

与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格兰人一样，北方民族在野战中很少主动进攻，而更愿意选择防守。当然，让一支由步兵组成的部队，去对在多年的发展中几乎已经演变成全骑兵部队的敌人发动进攻，也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果维京人真的采取了攻势，通常也是像格勒会战中那样进行奇袭。在这场会战中，奥斯特拉西亚征召兵们认为维京人已经逃跑，便解散了队形，无序地寻找北方士兵，但入侵者们并没有停在原地防守，而是采取攻势，突然对他们进行攻击，混乱的法兰克人很快就被击溃。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法兰克人和英格兰人尝试击败维京人的办法。最初他们很少能取得胜利，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查理曼大帝家族和埃格伯特家族的国王们，必须面对手下的征召民兵无法在正面战斗中击败入侵者的事实。法兰克伯爵和英国郡长们虽然也曾进行勇敢的抵抗，而且时有胜绩，但遭遇灾难性失败的次数还是要远多于胜利。与法兰克和英格兰的民兵相比，维京人的装备实在太好，他们不仅极为谨慎，而且对于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精通。想要击败维京人，对手们就必须组建更加有效的部队，而如果想要阻止他们蹂躏国土，也必须建立一套防御系统。在9世纪时，除那些拥有古代罗马城墙的城镇以外，法兰克境内就再无任何系统的防御工事了。英格兰的情况则更为糟糕，自从征服者们首次登陆以来，他们就任由罗马城墙风化腐朽，而在罗马时代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城镇则根本没有任何防御工事。



第三节

维京人被击退

（900年至1000年）

为击退丹麦人，9世纪的军事史中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其一是专业的军事阶级取代了义务征召兵，二是在重要地点上建立并发展出了系统化的永备要塞。二者相加，也使封建体制逐渐发展成了中世纪后期的样貌。尽管英格兰和法兰克诸国均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但海峡两岸在形式上还是有所不同。10世纪的英格兰领主，与法兰克封臣并不完全相同，英格兰城镇与大陆式城堡更是完全不同。

基督教诸国最需要者，即为一支数量庞大、士兵勇敢且装备优良的军队，以便在战场上与北方人正面作战。要塞固然重要，但还是要有足够优秀的守军才行。即使是最为精巧的城堡，也不可能在没有作战意志的守军手中发挥任何作用。881年西法兰克（West Francia）的路易国王就正是吃了这样的苦头。他虽然在埃特伦（Etrun）拥有巨大的城堡，但麾下贵族们无人愿意承担守城的风险，导致城堡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在抵抗维京人的行动中，行动迟缓的大批义务征召兵大军已经被证实难以满足需要，其行动速度过于迟缓，装备太差，而且没有经过训练，如果维京人的小股部队很容易利用船只或马匹逃走，大部队更是完全可以将这些征召兵击溃。诸国所仅有的另一支军事力量，便是豪族及其家臣。如前所述，在800年左右时，法兰克和英格兰都已经出现了贵族阶层，最初其权力来自于国王，他们只是王国的公务人员，也经常被称为“高贵服役者”。到了此时，大陆上的贵族已经不仅限于伯爵或宫廷高官，还包括了大量从国王那里获得“恩赏”（Beneficia，即采邑）的世俗或是神职人员。每一位伯爵和所有不同类型的封臣（Vassi）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部队，这些士兵或拥有土地或没有土地，既可能是有产之人，也可能是耕作在各种土地上的佃户。由于一个家庭在得到官职和“恩赏”之后，就再也不会退回到普通的自由人行列中，因此封臣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即使是封臣阶级，也已经开始侵占邻人土地。伯爵们在向小地主阶级施压时会使用自己的职权，而封臣们则会使用一些虽然不那么合法，但同样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教会也在所有方向上扩张着自己的领地。早在831年，“虔诚者”路易之子洛塔尔就已经开始立法限制将土地转让给权贵阶层。丹麦人的可怕入侵，加速了社会封建化的过程，而其结果也显而易见。到10世纪末期，在数量庞大的小地主阶级中，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已经有大部分人将土地交给了地位更高贵的邻居。

丹麦人入侵对封建制度的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加速作用，公爵、伯爵成为当地的世袭统治者，国王无法再对其进行任免。在纷乱的时代里，让儿子继承父亲的权力有着显而易见的便利之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们一样了解自己出生之地的需求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如果国王想要将某位大贵族从其父的职位上撤下，这位贵族可能立刻就会转投加洛林王室的另一位国王麾下。“秃头”查理和他那短命的继承人总是习惯通过让贵族子弟继承先人职位这种拙劣的手段来赢得贵族好感。在之后的一代人里，西法兰克的土地全都变成了世袭封地，儿子对父亲领地的继承权也变成了永久性的绝对权利。中世纪后期所有大规模采邑所使用的世袭制度，都能追溯至从决定性的丰特奈会战到“胖子”查理被推翻之间的那些年。852年，图卢兹出现了第一位将领地传给儿子的统治者，在佛兰德斯则是862年，接下来是867年的普瓦图（Poitou）、870年的安茹（Anjou）、877年的勃艮第以及886年的奥弗涅。在东法兰克，情况的发展并没有那么迅速，在才被法兰克人征服不久的日耳曼、撒克逊、弗里斯兰部落中仍然存有大批自由农民。不过那些查理曼大帝克服了极大困难才清除掉的部落公爵们，在9世纪末期又重新开始出现了。在他们之中，柳道夫（Liudolf，死于866年），也就是第一位撒克逊公爵（Dux Saxonum），首先传位于儿子布鲁诺（Bruno），后者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最终在880年吕内堡荒原（Lüneburg Heath）的惨败中死于丹麦人手中。在其死后40年，巴伐利亚、洛陶林吉奥（Lotharingia）、图林根（Thuringia）、士瓦本（Suabia）等地也重新出现了公爵，而埃诺（Hennegau）、莱提亚（Rhaetia）以及一些规模较小的地区则出现了世袭伯爵。大约在同一时期，伦巴第也发生着相同的情况，伊夫雷亚（Ivrea）、弗留利、摩德纳（Modena）、斯波莱托也成为世袭领地。

早在查理曼大帝去世之前，法兰克伯爵和其他领主已经习惯于在马背上作战，而且在赶赴军队中报到时也要让自己的家臣与自己一样乘马作战。因此，封建制度的发展就意味着骑兵的发展。从查理曼大帝去世到9世纪末期，征召步兵变得素质低下，受人歧视，最终完全被封建骑兵取代，彻底解散。从编年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段记载，一段来自于820年，另一段来自于891年，从中即可看到变化之彻底。820年，巴塞罗那公爵贝拉（Bera）受到另一位加泰罗尼亚贵族萨尼拉（Sanila）挑战，要与其进行比武审判。按照编年史记载，“他们采用了哥特人骑马决斗的方式”。按照塞普提曼尼亚地区的西哥特传统，二人采用骑马决斗的方式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对于法兰克人而言还并不常见。这一段文字的记载与富尔达修士（Monk Fulda）描述891年阿努尔夫进攻卢万营地时极为不同，当时阿努尔夫曾对于是否应该让骑士下马作战感到犹豫，因为“法兰克贵族们通常不会徒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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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法兰克骑兵。查理曼大帝去世一段时间后，法兰克贵族及其亲兵已经全部成为骑兵，他们也成为法兰克人反击维京人的主要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9世纪的后70年里，步兵数量变得越来越少，骑兵数量则越来越多，这与自由民减少而封臣数量增加的趋势相一致。从9世纪中期开始，骑兵就已经成为军队中最重要的力量，按照尼扎尔（Nithard）在记录“秃头”查理于丰特奈会战前后经过时所使用的言语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年轻国王手下大部分士兵都是骑兵。30年后，“秃头”查理在入侵奥斯特拉西亚试图夺取其侄子的领地时，甚至曾声称“军队中的战马数量之多，足以将莱茵河水饮尽，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干河床上渡河了”。

我们可以认为步兵在西法兰克彻底衰落的确切时期是866年。从这一年起，查理在著名的《皮特雷敕令》（Edict of Pitres
 ）中要求每一位拥有马匹或家产足以负担马匹的法兰克居民，在前往军队报到时都必须骑马，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违背命令。其中所用到的“法兰克居民”（Pagenses Franci）一词，意在覆盖仍服役于伯爵手下的幸存自由农民，而由贵族（Sniores）所率领的士兵，早已被大量其他敕令规定必须骑马作战。

在《皮特雷敕令》重申了骑兵重要性的25年后，西法兰克国王厄德（King Odo）率领阿基坦军队与其竞争对手“傻子”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即查理三世）作战时，手下拥有一万名骑兵和六千名步兵。编年史作家里彻（Richer）将这支军队中的骑兵称为“士兵”（Milites），而步兵则被单独称为“步兵”（Pedites）。这也是第一次在史料中出现将骑兵单独称为“士兵”的情况，在短短数年之前，“士兵”一词还会被用在所有作战部队身上，这也是骑兵的称呼逐渐演变成后来中世纪所用的“骑士”（Knight）一词的开端。到10世纪开始时，西法兰克的步兵已经彻底消失了，在如罗伯特国王（King Robert）惨遭失败的苏瓦松会战（The Battle of Soissons）等血腥战斗中，双方军队都毫不例外地完全由骑兵组成。

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军事性意义很容易让人理解。不仅只有重甲骑兵的冲击力才能在战场上突破维京盾墙，而且一旦维京人找到了马匹，可以在乡村中任凭自己意志作恶之时，就只有骑兵才能跟上他们的迅捷行动。当地的伯爵只要能够将少数几百名英勇、忠诚、纪律性强且经验丰富的重甲骑兵带到战场上，对入侵者的威胁就要远比一万名征召兵更大。即使骑兵们没能在会战中击败敌军，也可以继续在其行动路线上进行袭扰，切断其失散人员，在对方分散开来洗劫村庄或庄园时对其发动进攻，抑或是据守易守难攻的渡口，在隘路上以少敌多，抑或是利用本地人要远比外来人更为熟悉的岔路上与敌军周旋。法兰克骑兵发展达到巅峰后，维京人在行动上便受到了严重制约。最终，维京人发现唯一能与法兰克人对抗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学会骑马作战。虽然维京人学得这一技能的时间太晚，无法改变西欧的历史进程，但在10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北方骑兵也和任何基督教国家的骑兵一样优秀。到11世纪时，他们甚至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最精锐的骑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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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对维京人发动冲锋的法兰克重骑兵



为对付北方民族，法兰克人还采取了另一项办法，即在要地建造系统化的复杂要塞。这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同样也是在866年的《皮特雷敕令》中所确定的，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该敕令对骑兵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早在862年，这项工作其实就已经展开了。当时“秃头”查理意识到，如果能够在河流上的合适地点建造设防桥梁，就可以阻止丹麦舰队顺流而上，深入内陆。他所选择的最主要地点即为皮特雷，其位置位于维京人在塞纳河的约塞尔岛要塞上游数英里处。“秃头”查理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大桥，其两端均设有桥头堡（Tetes-du-pont）。这座大桥的建设花费了数年时间，在此期间丹麦人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地从未完工的中央部分通过。因此查理又在更上游的特利巴都（Trilbardou）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小的桥梁，试图以此来截断入侵者的退路。在尝试突破该桥无果之后，北方人的首领韦兰（Weland）交出了俘虏和战利品，以此作为条件换得了法兰克人的放行。在皮特雷建造的巨大要塞最终在866年完工，奥文斯（Auvers）和沙朗（Charenton）也建起了两座较小的要塞作为附加保险来守卫瓦兹河（Oise）和马恩河（Marne）。最为重要的是，查理还在巴黎这座岛屿城市周围设置了桥梁以连接塞纳河的南北河岸。这些工事在未来对维京入侵所造成的影响，要比所有后来在河上新建的建筑都更大。对于这套防御系统而言，缺点在于每个要塞都需要驻防部队，而在当时又很难找到永备部队来防守它们。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可以动员自身的居民，但像皮特雷那样的孤立要塞就必须组建专门部队，而这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做到的。在“秃头”查理死后的内战时期，这些要塞显然都被攻破了，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西法兰克人在885年集中了全部精力，在蓬图瓦兹（Pontoise）建造新要塞来顶替它们。当丹麦人沿塞纳河溯游而上围攻巴黎时，他们首先就摧毁了这个障碍。虽然要塞进行了极为坚强的抵抗，但由于缺乏外部救援，最终还是被迫投降。在抵达巴黎后，围攻者们开始了长达十一个月的围攻。“秃头”查理将城市要塞化之前，巴黎曾数次落入维京人手中，而正是由于这些要塞，使巴黎这一次才终于能够抵挡住对方的进攻。尽管皇帝“胖子”查理没有提供太多帮助，但巴黎的守卫者厄德和戈泽林（Gozelin）主教还是进行了勇敢的抵抗，阻挡住了敌军的每一次攻势。确实，最终丹麦人通过将船只拉上河岸，沿着平缓的河岸绕过南部桥头堡的费力方式进抵了塞纳河上游，但无论如何，他们没能攻陷巴黎，最终只能满足于在接受一笔贡金后解围离去（886年）。在西法兰克，这次守城胜利的重要意义，几乎与英格兰的埃瑟顿会战以及奥斯特拉西亚的卢万会战具有同等价值。

900年后，丹麦人对日耳曼便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劫掠，而在西法兰克，虽然大规模的劫掠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其威胁性再也没有达到过886年那样的程度。在巴黎围攻战之后，法兰克人取胜的次数已经能够与北方人相当。888年的蒙福孔（Montfaucon）、892年的蒙旁西埃（Montpensier）以及911年的查特尔等几场会战全都足够引人注目。这些战绩都证明法兰克人已经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逃避艰难的会战，而开始变得逢敌必战。他们在战场上也经常能够击退入侵者，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蹂躏。不过相比之下，要塞在保卫法兰西没有变为焦土这一点上，要比会战更为重要。当每个城镇都开始用封闭城墙将自己环绕起来，并努力用设防的桥头堡来封锁河道后，丹麦人就发现自己的行动空间严重受限。入侵者所想要的是战利品，而不是前途未卜的长期围攻。像法兰克人886年在巴黎、887年在桑斯（Sens）的英勇抵抗，不仅拯救了城市，更间接地使所有可能具有抵抗长期围攻能力的城镇都免于受到进攻，因为它们动摇了丹麦人的信心，迫使他们在行动前考虑遭遇类似失败的可能性。对他们而言，袭扰开阔的乡间并没有太多价值，因为那里不仅已被无数次劫掠洗劫一空，而且农民们也已经学会带着所有家当前往设防地点避难。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主教、伯爵、修道院长以及大领主们都在努力工作，在所有要地设防，以至于到了此时，避难所和要塞的数量多到已经足以容纳所有乡人了。不久之后，不仅大城镇，就连小城都已经拥有城墙，而贵族的私有城堡也可作为防御体系的补充。大部分要塞都仅以木材或栅栏而非岩石建成，但只要能够合理防守，依然可以起到防御作用。

由于劫掠法兰克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果却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丹麦人罗尔夫（Rolf）在911年选择与“傻子”查理谈判，就好像是古思伦在878年与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谈判一样。“傻子”查理提出在埃普特河（Epte）和西海之间给予他们一大块所谓“丹麦领”（Danelagh，这其实是英格兰人的叫法），罗尔夫接受了条件，答应把族人集合起来，在那里定居并与法兰克人和平共处。相对于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况而言，维京人选择定居可以算是“傻子”查理的一次巨大胜利。在此之后，其余的丹麦部落逐渐离开了卢瓦尔河和加伦河（Garonne）的河口，与罗尔夫的人定居在了一起。与英格兰的古思伦一样，诺曼底的罗尔夫对国王的忠诚也超出了预料，甚至还曾多次派出部队去帮助国王镇压本地人叛乱。直到查理死于维尔曼多伯爵赫尔伯特（Count Herebert of Vermandois）的阴谋之后，诺曼人才重新对大陆展开劫掠（928年）。不过法兰克人这一次证明他们已经足以保卫自己，罗道夫国王（King Rodolf）在利摩日会战（The Battle of Limoges）中，将劫掠者击溃并赶入了阿基坦。从长剑威廉（William Longsword）的时代开始，诺曼人摆脱了外来的异教侵略者身份，而成为法兰西内部无法驾驭的封臣。到1000年时，无论从各种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被邻居们所同化了，诺曼底也成为法国王室手下最重要的封臣之一。

我们现在应把目光转回英格兰，叙述阿尔弗雷德及其子孙是如何对付“秃头”查理用骑兵、城墙以及桥头堡来解决的丹麦入侵问题。在维京人开始入侵时，英格兰人手中没有骑兵，埃格伯特的军队从这一点来说与查理曼大帝完全不同。对英格兰人来说，加强骑兵这一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因为这个兵种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却能发现法兰克人采用的办法在海峡对岸也有所发挥。威塞克斯虽然无法用重甲骑兵来重组军队，但他们却拥有重甲的步兵。被伊尼称为“拥有土地的国王伙伴们”，或是阿尔弗雷德在法律中所规定的“领主”，实质上与大陆所称的“封臣”或“恩赏所有者”意义相同。与9世纪的法兰克倾向于将所有人都纳入封建等级之中相同（相对重要的自由农民变成封臣，不那么重要的则成为农奴），英格兰的中层阶级也依照相同方式被划分开了。赛奥族人（Ceorls）中较为富裕者被纳入贵族阶层，较贫困者沦为强势邻居的下人。从阿尔弗雷德所颁布的法律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出自由中层阶级的地位远不如《伊尼法典》时代那么突出。早在《伊尼法典》的时代，地主和佃户就已经存在了，到阿尔弗雷德时代，他们无疑已经占据了人口中的大部分。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从10世纪早期的两份重要但没有名字的文件中找到。按照索普（Thorpe）所著的《早期英格兰法律》（Early English Laws
 ）一书中第79页至第81页所述，其中一份内容涉及“人价”（Weregeld，即不同阶级的人的不同价值界定），另一份则涉及“人民的等级和法律”问题。“人价”文件的第一版中规定“如果一位赛奥族人家业兴旺，拥有了头盔、锁甲和带有金饰的宝剑，但受国王保护的土地不足5海德者，仍算作赛奥族人。但如果他的儿子或孙子家业愈发兴旺，后来得到了那么多土地，其后代就将被算入‘伙伴’之列，价值为2000司雷萨斯（Thrymsas）”。在第二版中，这一段又被改为“如果一位赛奥族人拥有锁甲、头盔和带有金饰的宝剑，即使他没有足够的土地（5海德），也应被算作‘伙伴’，依此类推”。“等级与法律”文件中还有另一段文字写道：“赛奥族人如果发达到了名下拥有足足5海德土地、礼拜堂、厨房、钟楼、城堡，亦或是在国王麾下任职，从今后即被看作领主。”另外，“曾三度自行出资渡海的商人”也会受到同样待遇，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文字的意义显然在于，将所有拥有5海德及更多土地，但并非领主之人划入了领主的范畴，在获得了领主特权的同时，也要受到领主的义务限制。不仅如此，如果第二版“人价”文件的内容可信，即使是那些没有5海德土地的赛奥一族，只要能够拥有全套盔甲，也会被算作贵族阶级。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国王希望扩大领主阶级的数量，他们鼓励赛奥人只要能尽可能优良地武装自己，就能进入领主阶级。另外，对于商人也提供了相似的许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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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贵族重步兵。由于英格兰不存在有效的骑兵部队，抵挡维京人的核心力量便是这些重步兵



对领主阶级而言，最主要的义务就是在国王召唤时身穿全套盔甲前往军队报到。这项政策的目的，无疑就是不计代价，尽可能提高部队的披甲率。值得一提的是，在“等级与法律”的文件中，我们发现在地主手下的佃户们只要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财富，也可以被列为贵族，即使他们并非直接宣誓效忠于国王，现在也会被视为领主阶级的一部分了，他们被称为“间接领主”（Medial Thegns）。

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用来对付丹麦人的主要武器，即为由赛奥一族中新近被列入贵族的兼具财富和热诚之人所组成的新军。原有的征召民兵虽然仍保留着杂乱无章的武器，效率相对也仍然很低，但由于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半在前线作战，另一半则在家乡务农，致使其在战场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反而有所提高。打个比方，若领主阶级是铁矛头的话，民兵便是这支长矛的矛杆。

对于“秃头”查理在修建要塞方面的经验，阿尔弗雷德也没有忽视。虽然由于英格兰的要塞建筑水平要远比大陆更低，所建出来的城堡通常也仅有木墙，但对于阻挡劫掠者而言似乎仍然十分有效。只在少数情况下，英格兰人才会使用石块，如887年被阿尔弗雷德称为“光复荣誉”（Honorifice restauravit）的伦敦罗马城墙修补工程。907年，阿尔弗雷德好战的女儿埃塞尔弗莱德（Aethelflaed）也在切斯特效法其父，而她对那里所做的粗糙修复，直到今日还与原有的罗马城墙格格不入。坎特伯雷虽然也早已拥有城墙，但其防御工事主要是由木桩、组成同心圆形的几道壕沟以及由护城河保护的封闭土垒组成，阿尔弗雷德及其后人就以这些工事保护切斯特外围。“长者”爱德华在对抗丹麦人时，以最系统的手段发挥了这些工事的作用。他所建造的第一道城堡（Burhs）防线，主要用于保护自己的边境，但他和姐姐埃塞尔弗莱德逐渐又开始建立第二道用于进攻的城堡线。这些要塞全都建造在丹麦城镇对面，其中还部署有驻防部队，用以防止居民出城并控制周边地区。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中，没有一座这种要塞被敌军攻陷，可见丹麦人在围攻行动中的效率之低。

这种由城堡所组成的军事系统，似乎与几年后“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在日耳曼所建造者十分相似。每座城堡周围都会划有一定面积的土地，每一位在该地区拥有采邑的领主都有义务保卫城堡。他们每人都在城堡内拥有一处住所，要么他本人居住在那里，要么就必须派一位值得信任的武艺精湛者作为替代。因此城堡内的居民最初全都是战士，只不过到了后来，随着战争日渐平息，城内的房屋也成了高价财产，领主也开始允许商人、手工业者等非作战人员入住。不过在9世纪早期，城堡居民均以军事成绩作为其生涯目标，如在剑桥、伦敦等地，骑士工会（Cnihtengild）成为当地居民最早的组织。这些为了保护再次征服而来的土地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才建立了这样的组织来巩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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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海岸要塞的复原图，这些要塞在抵挡维京人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阿尔弗雷德的城堡中，有一种类型值得特别提及，因为这无疑是从“秃头”查理那里直接照抄过来的。896年，一支庞大的维京部队乘着大量船只进入李河（Lea）。阿尔弗雷德在李河与泰晤士河的交汇处迅速选好了地址，在河岸两侧建起了两座城堡，并非常有效地把二者连接起来（至于是采用浮墙还是桥梁则不得而知），将丹麦人封锁在了上游而令其无法返回泰晤士河，丹麦人最终不得不放弃舰队，沿陆路撤退，任由伦敦人将他们的船只拉回去庆功。这次行动，无疑就是法兰克国王862年马恩河行动的完美翻版，毫无疑问，阿尔弗雷德听说了这次行动并将其牢记在心，最终在机会来临时将其精心复制了出来。

无论如何，对与丹麦作战所取得的的胜利而言，阿尔弗雷德所采取的第三项措施，要远比任何内陆要塞都更有效，即建立一支足以与维京人在海上争霸的强大舰队。阿尔弗雷德在位早期便已经视舰队为保卫海岸的最有效办法。早在威德摩尔（Wedmore）和平协议签订前的876年，阿尔弗雷德便已组织了一些船只来驱赶小型的劫掠支队。在与古思伦讲和后，阿尔弗雷德也腾出手来继续扩张舰队。到885年，虽然他仍然无法和维京主力舰队正面对抗，但也已经拥有了数十艘船只。根据编年史记载，后来他又建造了“长度几乎相当于其余船只两倍的长船，其中一部分拥有60个桨座，有些甚至更多。它们划起来又快又稳，比其余船只也更高一些。这些战船既不是按照弗里斯兰的式样，也不是按照丹麦的式样建造的，而完全取决于阿尔弗雷德认为什么样的船更有用”。新舰队第一次有史可查的胜利来自于897年。阿尔弗雷德给英格兰留下最有价值的遗产，可能就是一批足以作为舰队核心的优秀战船，而他的儿子也继承父业，继续对舰队进行扩张。到911年，爱德华已经能够派出数百艘战船去保卫肯特的海岸。又过了二十年，这支海军在数量和训练水准上已经如此强大，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埃塞尔斯坦（Aethelstan）凭借它们席卷了整个不列颠东岸，甚至入侵了苏格兰国王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的土地。虽然此时丹麦人也正在诺森伯利亚叛乱，但他们根本无法派出任何足以干扰埃塞尔斯坦的舰队。

法兰克人的重甲骑兵和系统化要塞，英格兰人的重甲步兵、优秀城堡以及舰队，最终成功抑制住了北方民族的劫掠。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防御一方面对进攻一方所取得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入侵者自身发生了变化。早期维京国王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手下拥有精悍的军队，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家园或者财宝需要保护，他们的妻儿以及财产全都被留在了大海对岸敌军无法触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他们在战场上也没有用来保护舰队的基地。可是到了他们子孙的时代，后代们或多或少地已经在塞纳河或亨伯河（Humber）两岸扎根，导致情况变得与原先完全不同。从他们开始永久居住在北海南岸之时起，他们便失去了自己的部分优势。等到他们把妻儿家小也接到当地，一同在英格兰或法兰克的丹麦领上永居后，他们便彻底失去了所有的战略优势。一位生活在诺曼底或者英格兰所谓“五堡之地”（Five Boroughs）的丹麦人，不仅要试着去抢劫纽斯特里亚或威塞克斯，更要为保护自己的家产而战。一个你能够去烧毁其村庄、抢夺其家畜的敌人，要远比没有任何后患而且还在海上来去自由的劫匪更容易对付。到10世纪，英格兰人和丹麦人之间的局势已经完全发生了逆转。我们可以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以下关于“长者”爱德华在位第五年的记载，与840年至880年间的灰暗历史做一对比：


“905年——本年中，东盎格利亚的‘军队’（古思伦之子埃里克手下的丹麦人）首先骚扰了麦西亚，后进至克里克莱德（Cricklade），最终跨过泰晤士河，在布雷登森林（Braden Forest）附近将全部能带走的东西装上船返回家乡。爱德华国王紧随其后，以最快速度集结士兵，蹂躏了敌方在戴克斯（Dikes）和乌斯（Ouse）之间，北至沼泽地的所有土地。”


这次在对方入侵之后所进行的报复性劫掠十分有效，英格兰人在烧光了东米德兰（East Midlands）的最后一块农田后掉头向威塞克斯撤退，埃里克在试图切断爱德华手下最后一支撤退的部队时，与数百名维京战士一同被杀。有了这些功绩，我们就不难理解，当19年之后，爱德华国王在逐步征服了东盎格利亚和五堡之地后，被所有英格兰北方人尊称为“吾父吾王”。

爱德华之子“邋遢王”埃塞雷德（Ethelred the Redeless）与丹麦王“八字胡”斯文（Sweyn Forkbeard）之间的战争性质，与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在一百年前所进行的生死搏斗完全不同。此时的入侵者们，所求之物不再是赃物或者土地，而是为了政治性的征服而来。从血缘上讲，他们与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的关系比与英格瓦（Ingwar）或古思伦更为亲近。克努特（Cnut）之所以能够征服英格兰，绝非其手下的士兵个人战斗素质更高。此时的丹麦人与英格兰人在战争中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使用的武器和战术几乎完全相同。埃塞雷德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手中的英格兰已经在封建化道路上走向了分裂。由于埃德加（Edgar）的错误政策，英格兰已经被划分为数个大郡（Ealdormanry），郡长们也变得独立性过强，难以在危急时刻互相援助。先前由国王统帅着领主作为核心，再辅以民兵支援的军队，如今却只能由各地的总督们各自带领着当地部队，在没有太多协同的情况下各自为战。撒克逊王室的逊位，也完全是由于埃塞雷德的臣子们抛弃国王，转投斯文和克努特门下。

克努特担任英格兰国王期间值得一提的功绩，并不仅在于其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死了乌特雷德（Uhtred）和埃德里克（Eadric）两位叛乱伯爵，从而暂时镇压住了英格兰的封建分裂苗头，更在于为王国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将大部分丹麦部队解散之后，他在身边还保留了一支小规模的精选雇佣军作为常备军，他将这些人称为“家仆”（Huscarles），事实上即为他的军事家臣。这些家臣的数量在数千人左右，作为其军队的核心始终追随国王。相比于那些需要从远方赶来的领主阶级，这支部队拥有相当明显的优势，能够随时在国王左右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直到克努特的家系断绝之后，这套佣兵体制仍然幸存了下来，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以及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均保留着这支精锐部队。在痛击威尔士人格里菲斯（Griffith）和苏格兰人麦克白（Macbeth）的军队的战争中，这支部队仍是核心力量。直到在森拉克（Senlac）战场上
[4]

 ，为保护威塞克斯龙旗战至最后一人时，这支部队才迎来了自己光荣的末日。

丹麦人给英格兰战争艺术留下的印记，不仅在于导致其军事体系的重组和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武器装备。似乎英格兰人在10世纪用风筝形盾牌取代圆盾，正是吸收了维京人的经验。更值得一提的还是英格兰人采用了丹麦战斧，这种双刃重型战斧取代了英格兰人早先使用的轻型飞斧。到“忏悔者”爱德华在位期间，战斧在领主中间的普及程度已经不亚于长剑。在哈斯丁会战（The Battle of Hastings）中，战斧也是哈罗德军队中的标志性武器。而在遥远的东方，拜占庭皇帝手下的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中的英格兰人和丹麦人也显得十分特别，并因此被其雇主称为“持斧蛮族”。



第四节

马扎尔人（896年至973年）

尽管维京人是9世纪、10世纪这一黑暗时代里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威胁，但他们绝非唯一的敌人。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劫掠仍令法兰克人和英格兰人颤抖不已的同时，其他敌人也在冲击着基督教世界的南部和东部疆界。对于曾在路易二世和贝伦加尔（Berengar）时期令意大利苦不堪言的撒拉逊人，我们在此不多加笔墨。因为他们与拜占庭所面对的克里特、非洲穆斯林是同一批部队，我们将在后面讲述东罗马帝国的章节中对他们进行详述。而本章中，我们将重点介绍攻击日耳曼的入侵者们。

马扎尔人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线中是在862年，当时他们穿过了匈牙利，对巴伐利亚境内的东疆（Ostmark）进行了一次短暂突袭。不过直到896年，也就是最凶狠的那批丹麦人在东法兰克被遏止住的那一年，他们才终于永久性地进入了帝国边境。892年，阿努尔夫国王曾在与摩拉维亚（Moravia）的斯拉夫人作战时向马扎尔人求援。很显然，对这些斯拉夫部落所取得的轻易胜利，也诱使马扎尔人进一步西进。此前，他们刚刚被自己的邻居帕济纳克人（Patzinaks）击败，被逐出了位于布格河（Bug）和第聂伯河（Dnieper）的家园，开始大规模地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各山口涌入塞斯河和多瑙河谷地。阿瓦尔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继他们之后生活在多瑙河中游的斯拉夫人面对侵略者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就这样，在短短一年之内，没有经历任何大规模的交战和抵抗，多瑙河上便出现了一个匈牙利（Hungary）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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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马弓手



东法兰克人的这些新邻居是真正的马背民族，精于骑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或抢劫行动中。他们在行动迅捷方面无人能敌，在战斗时长于诡计和突袭，在行军时也小心翼翼，而且极为贪婪残酷。正如编年史作家雷吉诺（Regino）所言：“如果马扎尔人的力量和耐力与他们的胆子一样大，那么就无人能够阻挡他们了。”不过马扎尔人既无法围攻有城墙的城镇，也难以在白刃搏斗中占得上风。他们在西欧所采取的战术与他们在东欧活动时相同，即大批环绕在敌军周围，用矢石击溃对方。如果遭到法兰克重骑兵的冲锋，他们就会一边掉头逃跑，一边继续向背后的敌军射箭。

马扎尔人来到新家园不过三年时间，便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新邻居们进行抢劫。从斯拉夫人那里所能抢到的微薄战利品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而他们对相对富裕的法兰克人、伦巴第人也十分熟悉。他们派去拜见阿努尔夫的使者实际身份都是间谍，其主要目的在于摸清帝国内部的道路。899年对威尼斯（Venetia）以及900年对巴伐利亚进行的两次毁灭性突袭，完全打了基督徒一个措手不及。自从九十年前查理曼大帝摧毁阿瓦尔人之后，西欧便再未曾受到过来自东方的威胁。

马扎尔人所选择的入侵时机，对意大利和日耳曼而言也十分不利。在意大利，贝伦加尔国王刚刚从与竞争对手——斯波莱托的兰伯特（Lambert）的斗争中解放出来，准备与第二位争位者普罗旺斯的路易展开决斗（900年至901年）。与此同时，他还被来自拉丁姆（Latium）和托斯卡纳（Tuscany）的撒拉逊人严重干扰。在日耳曼境内，王座之上的“童子”路易（Louis the Child）不过是一个不足七岁的孩子，而他也是第一位在成人前便登基加冕的加洛林国王。路易身边并没有一位能干的摄政来帮他治理国家，而他手下那些已经自立为公爵的重臣们也即将投身于一系列血腥但毫无意义的内战之中。

马扎尔人在10世纪最初30年里所取得的惊人成功，更多是来自于敌方的分心和抵抗不力，而非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无与伦比的敏捷，使敌军很难对其入侵进行拦截。可即使如此，如果能够用系统化的要塞对日耳曼的东部边境和威尼斯的阿尔卑斯山等战略要地设防，并且将所有边境地区的骑马部队集中起来协调行动，马扎尔人毫无疑问是能够被击退的。但无论是意大利还是日耳曼都没有采取这些措施，900年至918年间不断的内战导致各地不可能联合起来对抗马扎尔人。在巴伐利亚东疆建造的恩斯堡（Ennsburg），虽然只是一座独立无援的要塞，完全不足以抵挡马扎尔人，但也已经是“童子”路易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在日耳曼境内进行全体动员来对抗马扎尔人的情况，只在910年发生过一次，而且战斗还是分别发生在三个相距遥远的战场上。年轻国王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在奥格斯堡附近被拜占庭人口中的“突厥诡计”所击溃。当时半数马扎尔人摆出一副要进行会战的样子，在稍作抵抗之后便转身逃跑，其余部队则隐蔽起来，趁着敌军胜利后的混乱彻底横扫了日耳曼骑兵。之后他们又攻击了路易的背后，原先诈败的部队也转过头来对路易的正面进行冲锋，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

不过在与匈牙利人的战争中，很少爆发正面会战，因为劫掠者想要的是抢劫而非战斗，而且马扎尔人也并没有任何如维京船营那样的基地去收集战利品或临时避难。他们会将所有战利品都驮在马背上，像旋风一样横扫开阔的乡间，很多时候甚至能够在敌军完成动员之前便逃之夭夭。埃克哈德（Ekkehard）对于康斯坦茨湖（Lake of Constanz）岸在926年化为焦土一事所进行的描述，足以使我们对马扎尔人的劫掠过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由于没有基督教军队阻挡，他们并没有组成一支大军，而是分成小队前来，蹂躏农田和村庄，完事后便一把火将它们烧毁。由于出现得很突然，他们总是能出其不意。不到一百名马扎尔人突然出现并攻击猎物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只有看到烟雾或者夜晚天空中的火光后，你才能看到他们已经去过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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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世纪的马扎尔人领袖



马扎尔人正是凭借着这种远比丹麦人更为迅捷的快速行动，才变得不可阻挡。他们在某些远征中的扫荡范围，也远比维京人的任何劫掠范围都更大。在马扎尔人的所有行动中，以924年、926年以及954年这几次最为凶猛。在924年，他们横扫了巴伐利亚和士瓦本，跨过了莱茵河，蹂躏了阿尔萨斯（Elsass）和洛林（Lorraine），一路冲入香槟（Champagne），又在阿登（Ardennes）重新掉头向东，穿过弗朗科尼亚（Franconia）退回到多瑙河。在926年的第二次行动中，马扎尔人将马背民族的特征展示得更为淋漓尽致。他们从威尼斯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横扫伦巴第的过程中攻陷了帕维亚城，之后又跨过本宁山脉（Pennine）进入勃艮第。在被小勃艮第的罗道夫以及维也纳伯爵休米（Hugh,Count of Vienne）所阻挡后，马扎尔人转向了无人防守的南方，涌入普罗旺斯和塞普提曼尼亚。在马扎尔人返程时，罗道夫和休米切断了他们中的一部分支队，但其主力还是安全地回到了多瑙河。与上述两次远征相比，马扎尔人在954年的行动要更为可怕。在这一年里，马扎尔人首先将巴伐利亚化为废墟，之后蹂躏了弗朗科尼亚，他们在沃尔姆斯（Worms）渡过莱茵河。正在发动叛乱的康拉德公爵（Duke Conrad）恶毒地与马扎尔人签订了协议，并提供向导去引导他们打击自己的私人仇敌——下洛林地区的雷吉纳德公爵（Reginald，Duke of Lower Lorraine）。在洗劫了这名公爵远至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的领地后，马扎尔人转向南方，突然从默兹河进入了毫无防备的法兰西。在烧毁了拉昂（Laon）、兰斯（Rheims）以及沙隆（Chalons）等地的每一个村庄后，劫掠者们又一次进入勃艮第。在这里，他们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抵抗，但还是能够在勃艮第人中间杀出一条道路，从大圣贝纳德（Great St.Bernard）山口进入意大利，最终穿过伦巴第，在卡尔尼克（Carnic）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对欧洲基督徒们而言幸运的是，第二年他们在列希菲德会战（The Battle of Lechfeld）中获得了胜利，马扎尔秃鹰的翅膀永久性地被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所斩断（955年）。

抵御匈牙利人突袭与对付丹麦人的方法显然是相同的——组织快速的骑兵去追逐突袭者，并建立设防地区来为乡村的人口及其财产提供保护，使其能够不被入侵者所触及。对日耳曼来讲不幸的是，其东部并没有太多拥有坚固工事的城镇，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也是所有条顿民族中对骑兵战术掌握得最差的。事实上到此时为止，绝大部分撒克逊人仍然是步兵。

直到“捕鸟者”亨利（其同时代的人更明智地称其为“建城者”亨利）登基后，上述两种制约马扎尔人的必要手段才终于开始出现。从即位时起，亨利便表现出比弗朗科尼亚的康拉德以及“童子”路易这两位前任更胜一筹的能力。不过要直到其在位五年之后，亨利才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建立起一套防御系统来抵挡入侵者。在924年签订的耻辱性休战条约中，亨利被迫同意向马扎尔人支付大笔的“马扎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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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后，亨利便开始在疆界上建造一批新的要塞。在萨克森（Saxony）和图林根，每九个军事农民（Agrarii Milites，即需服兵役的农民）中就要有一人前往设防要塞驻守。当地的所有人口都被他动员起来，日夜工作建造这些要塞，并在其内部建造房屋。当要塞完工后，他就会让先前选出来的那个人居住在要塞以内，平日里照顾着其余八座房屋，以在战时供其战友入住，作为回报，另外八人则要将自己净资产的三分之一付给他。亨利还规定当地所有法律事务或宴会都要在新建成的城堡内进行，以便百姓能够尽可能熟悉城堡。这些城堡包括梅泽堡（Merseburg）、奎德林堡（Quedlinburg）、戈斯拉尔（Goslar）、诺德豪森（Nordhausen）、格罗纳（Grona）以及波尔德（Pöhlde）等。亨利还强制要求修道院必须建造城墙来保护自己，另外他还修复了很多人口中心地带以及很多历史可追溯至查理曼大帝时代的城堡工事。最初亨利所建的新要塞不过只是当地居民的避难所，但后来其中大多数都发展成了真正的城镇。在所有这些城堡中，位置最靠东部，位于萨克森突出部分，暴露在威胁之下的梅泽堡必须单独提及。为了让这座城堡能够有人居住，亨利赦免了所有被抓住的土匪，条件则是他们必须前往梅泽堡居住，同时他还在城堡四郊给他们分配了土地。有趣的是，这些编年史作者口中的“土匪军团”（Legio collecta a latronibus）在新家园表现十分出色，就好像是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Romulus）手下的盗贼一样，在几年后就将城堡建设成了当地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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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扎尔人交战的西欧重骑兵。正是凭借着自己的骑兵，西欧人才得以遏制住马扎尔人的劫掠势头

在和平年份里，亨利致力于教导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如何骑马作战。不幸的是，现存史料无法证明亨利到底只是强制要求封臣们骑马作战，还是将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仍大量存在的自由农民也纳入了强制骑马作战的压力之中。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当马扎尔人在933年再次来袭时，北日耳曼已经拥有了“能够作战的骑兵部队”（Milites equestri praelio probatos）以及大量的新建要塞。

最终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当入侵者再次进入图林根时，他们的小股部队被当地驻军打得七零八落，因为后者此时也已经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追逐他们了。而马扎尔人的主力部队也遭到亨利本人攻击，这位国王召集了周边的弗朗科尼亚和巴伐利亚骑兵，并将他们与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集结起来。亨利将仅有少量重装部队的图林根征召兵单独布置在对方面前，引诱对方发动了进攻。当日耳曼全军突然出现在对方面前并开始冲锋后，马扎尔人立刻崩溃，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便开始溃退。其中一部分人被对方追上杀死，更多人则淹死在了其阵线背后的温斯特鲁特河（Unstrut）里，不过大部分马扎尔人还是安全回到了匈牙利。这便是利亚德会战（The Battle of Riade），现代史学家更愿意称其为梅泽堡会战，但事实上这场会战的地点距离埃尔福特（Erfurt）要比其余任何城镇都更近。

三年后，“建城者”亨利去世，他的儿子在后世甚至还要更负盛名，即奥托大帝。说来也怪，面对着这样一位能干的统治者，马扎尔人居然能在亨利展示出如何对付他们的办法之后的二十年里，依旧深入日耳曼腹地进行劫掠。不过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刻的研究后我们就能发现，其情况远非表面看上去那么令人惊讶。除两次特殊情况以外，933年之后，马扎尔人的入侵远不像早年那样不可阻挡，而那两次比较成功的突袭，一次是在奥托尚未坐稳王位之时进行的，另一次则是在大规模内战时期与叛乱者里应外合的结果。事实上，奥托在位初期（936年至955年），其国土并没有受到过马扎尔人的太多攻击。在巴伐利亚边境地区进行的小战中，日耳曼人所取得的胜利要远多于失败。950年巴伐利亚人进入匈牙利，将塞斯地区化为一片废墟，而没有再像30年前那样坐等着敌军蹂躏自己的土地。自利亚德会战之后双方士气所发生的变化，从这次行动中即可见一斑，而位于新要塞网后方的撒克逊人，在防守本土时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马扎尔人在954年和955年进行的大规模入侵，可以说是劫掠大军的最后集结。当时马扎尔人已经意识到猎物正在逐渐脱离自己的控制，决心在情况不可逆转之前再进行最后一次大胆尝试。按照编年史记载，他们将所有可用的骑兵全都带上了战场，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部队。与1683年向维也纳进军的土耳其军队一样，955年向奥格斯堡进军的匈牙利大军也同样是意识到了自己即将丧失优势而准备进行最后一搏。

无论如何，奥托国王在圣劳伦斯节（St.Lawrence's Day）赢下的列希菲德会战，从任何角度而言都足以令他自豪。此时他的国家仍因几年前的大规模叛乱而经历着阵痛，而易北河下游和洛陶林吉奥方向的斯拉夫人也对其虎视眈眈，因此他无法调集全国所有的征召兵一同对付马扎尔人。撒克逊人、图林根人、洛陶林吉奥人几乎全都没有加入他的军队，弗朗科尼亚也仅有少量征召兵前来。其军队主要由巴伐利亚和士瓦本的骑兵组成，另有一千名弗朗科尼亚士兵和一些由博莱斯拉夫（Boleslav）率领的波西米亚斯拉夫封臣。在获悉奥格斯堡受到围攻，守军面临极大危险后，奥托没有等待更多援军，而是迅速前往奥格斯堡解围。他将手下部队分成了八个分队，威德金特则将其称为八个“军团”（Legiones）。所有分队都完全由骑兵组成，人数均在一千人左右。在这八个“军团”中，有三个军团是巴伐利亚人，两个军团是士瓦本人，一个军团是弗朗科尼亚人，一个军团是波西米亚人，最后一个军团则是由国王自己的家臣以及从其余部队中挑选的精兵组成，其规模也要比另外七个军团更大一些。与946年伴随奥托入侵法兰西的那支军队相比，这支部队的规模显得小很多。照奥托本人宣称，他在入侵法兰西时“率领着32个军团，每位士兵都戴着一顶草帽”——这些日耳曼人在穿过香槟地区时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因此在盛夏之中将头盔挂在了马鞍侧面，悠闲地戴起了草帽来遮阳。

得知奥托接近后，匈牙利人急忙解除了对奥格斯堡的围攻，在宽阔平坦的列希菲德平原上列阵以待，这里的地形对马扎尔人惯常使用的帕提亚式战术而言也十分适合，不过奥托却选择从匈牙利人并不适应的破碎地形上接近敌军，并在列希河（Lech）岸宿营。他将手下的八个军团列成了一条战线，其直辖的精锐军团位于中央，右翼是三个巴伐利亚军团和一个弗朗科尼亚军团，左翼则是两个士瓦本军团。无论是因为奥托并不信任波西米亚人的忠诚还是质疑他们的战斗素质，其军团被安排在了战线后方以保护行李纵列。必须注意的是，波西米亚军团的作用只是保卫营地，而不是作为前线部队的预备队。

不久之后，马扎尔人便出现在了奥托面前，他们由数百支小股部队组成，互相混杂在一起，秩序十分混乱。日耳曼的编年史称马扎尔人数量多达十万人，无论这一数字被夸张了多少，其实际规模肯定是数倍于奥托手下的部队。马扎尔人渡过列希河的速度出乎了奥托预料，他们的第一个行动非常典型——在留下部分力量从正面威胁日耳曼人的同时，派出一支大军从自己的左翼绕过敌军，在日耳曼人没有发现的情况下突然攻击了奥托的营地。在经过短暂抵抗后，留守的波西米亚人便逃之夭夭，之后马扎尔人掉转方向，开始攻击两个士瓦本军团的后方。由于从出乎预料的方向上受到了奇袭，士瓦本人被对方击败，并被马扎尔人压向了日耳曼战线的中央部分。奥托随即从右翼将弗朗科尼亚军团抽调出来支援左翼。在刚刚获得赦免，急于重获国王信任的叛乱公爵康拉德的率领下，弗朗科尼亚骑兵对马扎尔人进行了极为猛烈的冲锋，将对方完全击溃，迫使敌军在混乱中向自己的主力部队方向溃逃。在此过程中，奥托率领着自己的近卫军团和三个巴伐利亚军团，始终监视着战况并与其余马扎尔部队对峙。在看到康拉德摧毁了迂回到自己侧翼的敌军之后，他迅速重整了左翼的秩序，并命令整条战线发动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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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希菲德会战



早已因迂回支队被对方击溃而惊愕不已的马扎尔人没有进行太多抵抗便被击溃。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无法在白刃战中与日耳曼人相提并论，他们的战马要比日耳曼人的更小，而且也很少有人拥有甲胄。在射出了几轮箭矢之后，马扎尔人便掉头逃跑。匈牙利战马已经因先前的战斗而精疲力竭，很多马扎尔人都被敌军追上斩杀，而由于列希河对岸十分陡峭，攀登起来十分困难，淹死在列希河里的马扎尔人数量还要更多。他们在进攻时虽然能够轻松下坡，但在撤退时却根本无法骑马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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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描绘列希菲德会战的油画，画面中央身着重甲者即为奥托大帝



奥托的军队在第一阶段交战中损失惨重，但在第二阶段交战中则并没有损失太多人马。康拉德公爵在战斗即将胜利时，解开了护颈想要透气，结果却被一支羽箭射穿咽喉，战死沙场。当天夜间，奥托夺取了马扎尔人的营地并将其洗劫一空。接下来的两天里，日耳曼人对逃敌展开追击，很多敌人都在逃亡途中被巴伐利亚的农民杀死，三位被奥托抓获的马扎尔首领也被立刻施以绞刑。

根据威德金特记载，这场胜利是两百年来基督徒对异教徒所赢得的最大胜利。在他的脑海中，723年的普瓦捷会战是最后一场能够与列希菲德会战相提并论的大捷。不过公平地讲，“建城者”亨利在利亚德的胜利尽管没有列希菲德会战如此耀眼，战果也不像后者这样辉煌，但却是马扎尔人入侵的真正转折点。在这一点上，其作用要比列希菲德会战更为重要。自933年以来，日耳曼人便已经发现入侵者们不再像原来那样令人生畏，955年的远征事实上也不过是他们所做的最后一搏而已。就好像在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攻略史中，我们会认为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才是最危险的时刻，而非1683年战役。在马扎尔人的劫掠史中，威胁最大的时刻无疑是933年，当时他们尚未遭受过任何重大挫败，而到了955年，他们已被奥托及其手下将领击退过数次了。

从各种意义上讲，马扎尔人的威胁都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够一度发展壮大，完全是由于“童子”路易和弗朗科尼亚的康拉德在位期间东法兰克的无政府状态所致。在列希菲德会战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角色完全倒转了过来。基督徒开始采取攻势，而信奉多神教的马扎尔人则不断退却。奥托本人也在973年的一次远征行动中夺回了马扎尔人在其祖父时代蹂躏并占领的潘诺尼亚（Pannonian）。作为巴伐利亚新的东疆，这里注定会在未来以奥地利（Austria）之名享誉世界。



第五节

武器与盔甲（800年至1100年）

如前所述，自5世纪条顿诸王国建立直到查理曼大帝时代，武器和盔甲在形制方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变化。不过到了9世纪，我们发现基督徒士兵的外貌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不仅披甲的士兵比重大幅增加，而且盔甲本身的外观也有所变化。所有的变化，目的都在于给穿戴者提供更好的保护。原先的身甲如今已经长及臀部，而开放式的法兰克头盔在面对丹麦战斧和马扎尔弓箭时也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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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诗篇》中的法兰克骑兵绘画，可见此时其身甲长度已及膝盖部位



第一项改变即为增加了专门用于保护咽喉、颈部和脸颊的护颈（Halsberge）。早期护颈只是一块能够覆盖颈部和耳朵的厚重皮革，可能会与头盔的下部系在一起，与锡克（Sikh）或波斯头盔的护颈十分相似。这种早期形制事实上只不过是给头盔加上了一块附加保护而已。837年，弗雷瑞斯伯爵埃伯哈德在遗嘱中列出“带护颈的头盔”之时，所指代者应该就是上述的皮质护颈。这种形制的护颈，可以参见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雕刻的圣丹尼斯（St.Denis）象棋人偶，以及《斯图加特诗篇》（Stuttgart Psalter
 ）中的士兵绘画。在那之后发展出的下一种护颈形式要显得更为完整，其材质已更换为精心打造的锁子甲，形状更为接近头部形状，同时覆盖范围也向前延伸到了可以覆盖下颚和颈部的程度。这种形式的护颈通常会被制成头巾或兜帽形状，其中被头盔所覆盖的一部分由皮革制成，头盔以外的部分则由锁甲制成，其下端或是被身甲覆盖，或是覆盖着身甲，此时二者尚未被结合起来制成一件甲胄。

在10世纪和11世纪，所有装备精良的武士都会拥有这种颈甲。较为贫穷者仅有一件身甲，只有较富裕者才能再多拥有一件护颈。在许多次战斗中，我们都能找到使用护颈的明确记载。例如923年的苏瓦松会战时，罗伯特国王为了表明身份，曾经“将他的大胡子从护颈中扯了出来”，以便敌军能够看到自己。另外，康拉德公爵之所以在列希菲德会战中阵亡，也是由于他在即将取胜之时因酷热而解开了护颈透气，结果被弓箭射穿了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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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的法兰克骑兵及其装备。1、2、3、4、5.头盔；6、7.并不常见的鳞甲；8、9.马刺；10.盾牌；11、12.佩剑；13、14、15.剑柄



在此之后，护颈的形式更进一步，与身甲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一件甲胄，就好像是爱斯基摩人（Esquimaux）的大衣一样。不过这种变化直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才逐步显现出来。在《贝叶挂毯》中，大部分士兵采用的仍然是与身甲分离的护颈。到12世纪，护颈与身甲终于合二为一，“护颈”（Hauberk）一词也开始被用于指代整件锁甲。对于那些只知道“护颈”一词在后期的意义，而不知道最初该词所指之物只不过是头盔上垂下来的一块厚皮帘之人，这种词义变化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困扰。

头盔本身在9世纪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带开放式的法兰克带冠头盔在经历一段巅峰期后彻底消失，被一种没有装饰的圆锥形头盔取代。对抵御刀剑或战斧劈砍而言，后者要更为有效。不过圆锥形头盔的盛行也并非只有这一个原因，它可以更方便地和护颈一起佩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老式的法兰克头盔下端距离脸部过远，安装在这种头盔上的护颈过于开放，效果不佳。与此同时，这种头盔也很难紧贴头部，如果要将它佩戴在后期那种套头式的护颈之上，要远比圆锥形头盔更容易被敌人打掉。在9世纪后，老式的法兰克带冠头盔便彻底销声匿迹，只有在一些忠实临摹了早期绘画的手稿中才能偶尔找到它们的踪迹。

在10世纪，圆锥形头盔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设计，即在面部开口的上端向下延伸出了一根铁条作为护鼻。其实这种设计早就已经出现，只不过直到950年才终于流行开来。从那时起直到12世纪后半叶，拥有完整面甲的壶型头盔（这种头盔形制可以参见理查一世印章上所刻的图案）取代锥形盔之前，这种护鼻始终十分盛行。

除头盔和护颈以外，身甲本身也在10世纪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锁甲的长度仅及臀部，如今已经延伸到了膝盖。当骑兵与手持重型武器的步兵（如维京人）作战时，膝盖和膝盖上方特别容易受伤。毫无疑问，身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变得越来越长，一直延伸到了胫部。为了不妨碍骑马，锁甲的下摆在前后都有开衩，其长度通常在三十英寸或两英尺左右。在技艺不精的画家笔下，这种身甲的开衩很可能会被画得与甲裤相似，而后者要直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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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年左右的英格兰重步兵



锁甲甲袖在10世纪甚至11世纪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以较短、较宽的形制为主，导致小臂缺乏防护。至于甲袖到底有多宽，从923年罗伯特国王在苏瓦松会战中居然能够被一支沿袖口刺入的长枪刺穿肝脏一事中即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一位1050年前后的西欧武士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他头戴着圆锥形的头盔，护颈保护着他的耳朵和喉咙，身着长及膝盖的锁甲。其形象与加洛林时代的士兵完全不同，后者身上仍保留有不少罗马晚期的特征。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能发现11世纪的盔甲显然要更加有效，而同时盔甲的重量也尚未影响其施展武艺或使其苦不堪言。

若要再为这种对比做一补充的话，到1050年时，骑兵已经完全抛弃了圆盾而改用风筝形盾牌，只有此时已经颇受蔑视的步兵仍保留着圆盾。大型的圆盾对骑兵而言十分碍事，由于要用一只手勒住缰绳，盾牌只能被佩戴在大臂上，因此十分笨拙。而小圆盾虽然在武艺精湛的骑士手中足以用来抵御刀剑和长枪，但在面对标枪和弓箭时却完全不敷使用。风筝形盾牌的优势便是在能够覆盖身体的大部分的同时，既不会像圆盾那样过于宽阔，也不会阻碍左侧的视野。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1200年以前的罗马人才使用矩形盾牌（Scutum）取代了圆盾。最后一批使用圆盾的战士来自于从不曾在南方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直到1171年，在都柏林（Dublin）与斯特朗博（Strongbow）手下的诺曼人作战时，丹麦人仍然手持着祖先们在300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红色圆盾。

在800年至1100年间，武器的变化远没有盔甲那样明显。如前所述，从丹麦人那里传入的双手战斧被英格兰人采用，而其余民族也有少量使用。不过投掷用的轻型战斧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克努特曾在一份文件中提及了这种武器，而普瓦捷的威廉在记载哈斯丁会战时也说英格兰人曾对冲杀过来的诺曼人投掷飞斧。剑的长度则变得比先前长得多，到1050年时，弧形的剑尖取代了原先的直角形状，使其彻底变成了一种劈砍武器。

骑兵使用的骑枪此时长度并没有变得太长。在哈斯丁会战中，诺曼骑士们的骑枪不仅能够突刺，而且也可以像投枪一样投掷。另外，在长达几百年时间里，弓箭的使用仍然十分普遍，只不过此时士兵手中所使用的仍然是短弓，而非14世纪时那种长达六英尺，威力巨大的长弓。斯堪的纳维亚人、南威尔士人以及与拜占庭接触频繁的民族使用弓箭最多。在哈斯丁会战中，拥有丹麦血统的诺曼人仍然仰仗于军队中的大批弓箭手，而日耳曼人、英格兰人和法国人都不曾如此重视弓箭。在886年成功防御巴黎的修道院长埃博拉斯（Ebolus）是笔者所知范围内，当时唯一的一位著名弓箭手。在我们本章中所讨论的这段时期结束时，弩和长弓一样已经开始被步兵们所使用，但直到1100年时，弩才真正开始走上一段上升期并在12世纪成为流行武器，最终在13世纪达到巅峰。



第六节

攻城武器（800年至1100年）

相比于战争艺术其他方面每个民族各有特色的情况，从中世纪一直到火药发明前，攻城武器的发展要更为一致。当我们在不同史料中读到维蒂吉斯在537年的罗马围攻战，贡德瓦尔德·巴罗米尔在585年的科曼日（Comminges）围攻战，瓦姆巴在673年攻克尼姆，北欧人齐格菲（Siegfried）在885年至886年的巴黎围攻战以及十字军在1099年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围攻战等行动时，就会发现这些地理距离、年代差距以及血缘关系都相去甚远的部队在作战方式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举例而言，在上述这些围攻战中，维蒂吉斯在537年围攻罗马时所采用的办法，与布永的戈德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在1099年围攻耶路撒冷时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办法。在试图填满壕沟、用云梯攀登城墙等粗暴手段失败后，二者均转而采用了两个相同的手段：其一是利用攻城锤在城墙上打开裂口；其次是不再单纯利用城墙下的攻城武器发射矢石来扫清城墙上的敌军，同时也开始让士兵们在被推到城墙附近的可移动攻城塔上进行齐射。这样一来，围攻者可以居高临下，从上方扫清城墙。同样的办法，戈德弗雷成功而维蒂吉斯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哥特人所建造的攻城塔从未能真正接近罗马城墙，而十字军却在用瓦砾填满了城壕后，将攻城塔推到了足以用吊桥钩住胸墙的距离，并在骑士的带领下切断了对方的城墙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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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对罗马城的围攻。由于哥特人始终没能将攻城塔推进到足以用吊桥钩住城墙的距离，围攻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整个黑暗时代中，被使用得最多的两种攻城武器分别是攻城锤和攻城锥（Bore）。前者的用处在于通过持续冲击，逐渐将墙体撞裂，使其整个承重结构发生破裂，最终垮塌出一个缺口。与此相反，攻城锥由一个带有铁制尖头的矩形木桩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尖头，一块一块地将石头分别撞碎，在箭塔或城墙上凿开一个圆形破洞。

[image: _0144_68]
◎现代复制的攻城锤，可见其用来防御敌军矢石的顶棚



攻城锤通常由一根以当地最大树干制成的庞大木桩制成，前部安装有庞大的铁头，需要40至60人拉动。攻城锤由绳子或者铁链安装在两个三角形框架之中，使用时由士兵尽可能向后拉动至绳索允许的最大距离后释放绳索，以此来冲撞城墙。由于防御者也会从城墙上射出雨点般的矢石，攻击者根本无法指望暴露在这种火力下还能生还，因此攻击者们开始为攻城锤安装类似于顶棚的掩体，覆盖范围可及轮子或者推杆。有些情况下，这个掩体会由主力部队负责运输，攻城锤每向前移动一段距离，士兵们要就扛起掩体将其移动到攻城锤所在之处。顶棚两侧的吊帘通常由兽皮制成，以尽可能确保整个结构不会超重到难以移动的程度。与之相比，顶棚本身为了抵挡沥青或热油等液体易燃物，要比吊帘更为结实。如果进攻者通过在顶棚上和框架上覆盖兽皮、砖瓦或泥土等方式使其足够防火，防御者便只能向其投掷巨石或出城突袭才能将其摧毁。

可即使顶棚被造得坚不可摧，也不能代表攻城锤本身就会万无一失。从罗马时代之后，为防止攻城锤在撞击城墙时从框架上掉落，框架上又加装了一个叉形的木梁，以确保攻城锤能够固定安稳，同时该装置也能够防止士兵在向后拉攻城锤时将其拉脱。维京人在围攻巴黎时就曾使用过这种设计。另外还有一种不太有效的缓冲装置，即用一根绳索在攻城锤所冲撞的那部分城墙上方挂上与床垫相似并填有稻草的大布袋，或是又宽又厚的木板。但这样一来，攻城锤就会将大量动能浪费在这些缓冲装置上，而无法用在城墙上。在1099年的耶路撒冷围攻战中，上述的木板和布袋都曾被使用过，但最终却证明这种方法对进攻者而言是弊大于利。

在编年史中，我们可能会因攻城锤和顶棚很少以其真正的名字载入史册而困惑不已。“巨爪”（Cancer）、“乌龟”（Testudo）都曾被用来指代这种武器，只不过后者似乎是被用来指代顶棚而非攻城锤本身，因为其圆形的形状与龟壳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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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锤（前）和攻城锥（后）



与攻城锤相比，攻城锥在攻城战中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其效率也比较差。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之后，才有可能在城墙上凿出破洞，而在此过程中城墙上的敌人对其造成的威胁并不亚于攻城锤所要面对的情况。不过，由于其重量较小，更容易运输，因此攻城锥也有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攻城锥并不像攻城锤那样，需要数量庞大的士兵，其所使用的顶棚虽然制造方式与攻城锤所使用者相同，但尺寸要小很多。

攻城锥及其顶棚在编年史中也曾多次出现。由于其任务是在城墙下方凿出破洞，因此攻城锥有时会被称为“老鼠”（Musculus）。另外，由于用攻城锥撞破城墙的行动也很像猫用爪子挠墙一样，因此攻城锥有时也会被称为“大猫”。第三种名称，也是最常见的名称则是“猪”（Scrofa）或者“母猪”（Sus），得名原因要么是其顶部呈圆形的顶棚看起来很像猪的背部，要么就是其运转方式很像野猪用獠牙攻击对手的样子。另外，在一些并不多见的场合中，攻城锥也会被称为“狐狸”（Vulpes），就如同“老鼠”之名一样，指代其在平面上打洞的能力。

与罗马晚期相同，黑暗时代的士兵们也会采用挖掘地道等方式来支援攻城锤和攻城锥。在火药发明前，围攻者们也只有这一种办法可用。在展开这种行动时，围攻者会选择对方要塞某个暴露在外的角落，在地面下方挖掘出一个尽可能大的空间，并由木梁将其撑住。在此之后，士兵们会在这个空间里填充稻草和灌木，并放火点燃它们。当木梁被烧毁后，城墙就会垮塌到地道中。一些早期作者会将这种地道称为“炉子”（Furnace），因为地道在被点燃后，从上方通气孔中冒出的黑烟和火星很像他们日常使用的炉子。面对修建于土地松软之处的城堡时，挖掘地道会十分有效，而且围攻者也可以不受城墙上的矢石干扰，而后者对于攻城锤和攻城锥而言都是十分危险的。但反过来说，地道对于那些修建在高地或硬石地面上的城堡而言就无法发挥任何效力了。面对地道，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挖掘“反地道”，在地下攻击敌方挖掘工，将他们逐退并重新填满他们挖出的洞穴。不过，如果进攻者挖掘地道的起点距离城墙相对较远，而且小心地将入口隐蔽起来，其具体的位置和挖掘方向就很难被察觉，成功机率也会比较大。在英格兰，1067年诺曼人威廉攻克埃克塞特的行动，要算是使用地道的较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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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双方在围攻战中都会挖掘地道，攻方希望以此来摧毁对方工事，守方则以反地道来阻止对方挖掘，双方甚至可能会在地道中交战

虽然攻城锤、攻城锥和地道是那个时代围攻技艺中最主要的手段，但我们也必须提及一些没那么重要的办法。在所有攻城武器中，云梯要算是最简单的一种，在面对工事完备的城堡时也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不过还是有很多城镇在对方手中仅有云梯时所发动的全面进攻或夜间进攻中被攻克。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更原始的办法，即在对方城墙较低处将泥土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材堆积成一个土丘，让士兵从土丘上攻入城内，罗马城就曾被这种粗暴的手段攻陷过。896年，阿努尔夫国王命令手下的日耳曼士兵将马鞍和驮兽背负的辎重堆积在城墙脚下，并最终从堆出的小山上进入了这座永恒之城（The Etern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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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复制的攻城塔模型



与用来掩护攻城锤的顶棚完全不同，移动式攻城塔仅在黑暗时代的开始阶段和末期出现过，但却并没有出现在中间的漫长岁月中。如前文所述，537年维蒂吉斯曾使用它们围攻罗马城，但没有获得成功。在此之后直到11世纪，攻城塔便再也不曾出现。可能在城防工事遭到忽视的年代里，攻城塔也显得没有用武之地，直到西欧人在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压力下重新建造出封建城堡后，攻城塔才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无论如何，攻城塔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便已经被大量使用了，征服者威廉和其余所有杰出将领对其都有所使用。不过使用攻城塔获得成功的战例仍然发生在东方，即1099年的耶路撒冷围攻战。攻城塔有两种用途，其一是让士兵站在塔顶，居高临下向城墙上的防御者发射矢石，为后续进攻扫清城墙。另外一种常见用途就是在攻城塔上安装吊桥，这样就可以在合适时机将吊桥放倒在城墙上，以供一队士兵进行突击。攻城锤顶棚所要面对的一切危险，攻城塔都要面对，而且其重量也要比攻城锤更大，更难以移动。同时，攻城塔也一样易燃，即使前进道路上只有一条最浅的壕沟也足以迫使其暂停脚步，因为攻城塔只能在最为平坦的地面上移动。即使进攻者利用各种瓦砾将壕沟填平，在城墙脚下制造出了一块平坦地面，攻城塔也可能会因重量过大而陷入才填实的地面中。一旦攻城塔陷入泥土中，它就不可能被推出来了，而且其巨大的尺寸也会成为敌军投石机（Mangonel或Petrary）的极佳攻击目标。而在实战中，攻城塔甚至经常被守军仅用弓箭、矢石所摧毁。泰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曾记载，攻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只是勉强达成了目的，其攻城塔在进抵城墙前就已经严重受损，指挥官险些下令将它们推回阵地放弃进攻。

在早期的小型攻城武器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各种掩体。这些掩体（Plutei、Crates或Hourdis）主要用于保护攻城士兵，其主要的制作材料为编在一起的各种树枝，正面通常还覆盖有一层皮革。某些情况下，整支攻城部队都会将掩体举过头顶，向城墙推进。掩体有时也会被用于保护那些没有顶棚的小型攻城武器。另外，围攻者还会将掩体排成一列，掩护士兵们进入攻城武器的顶棚之下或尽可能接近城墙。在按照后一方式排列的情况下，掩体通常会被按照罗马人的方式称为“乌龟”或者“藤牌”（Vinea）。如维京人和十字军等一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对于这些轻型掩体十分信任，而且还掌握了快速制造掩体的技巧。一旦十字军来到某座叙利亚城镇之下，全军都会投入到掩体的制造中，并在展开任何正式进攻前即制造出大量掩体。由于这些掩体能够大幅降低人员伤亡，因此为其所付出的时间也十分值得。

在围攻战中，攻守双方都会使用相同的投射武器。按照其动力来源以及投射的矢石种类，这些武器也被分成了不同类型。在中世纪，用来发射石块或者标枪的攻城武器主要采用三种动力。在此之中，只有两种动力在早前的古典时代中也有所应用，即扭力（Torsion）和张力（Tension），第三种出现时间较晚的方式则是配重。扭力发射指的是，在用力将绳索反复旋转拉紧之后突然释放，借此射出矢石。张力则完全依赖于绳索的弹性和韧性，其原理与弓箭相似。
[6]

 这两种设计都可以说是直接从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维楚维斯（Vitruvius）曾详细记载过这类攻城武器的结构，后来的韦格蒂乌斯、普罗科皮乌斯、阿米阿努斯也在著作中告诉了我们这些为西欧条顿诸国所使用的武器来自何处。在黑暗时期，君士坦丁堡始终能够按照古代工艺生产精良的扭力和张力式攻城武器，亚得里亚海（Adriatic）以西诸国则只能按照罗马样本生产小型而且粗糙的复制品。

在扭力式攻城武器中，扭力投石机要算是最佳的代表，而它们在重型攻城武器中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角色。其主体结构由两根短而粗的木桩和两组或四组绳索组成。只要在两组绳索之间安插一根木梁，并将其向后拖动以使绳索向相反的方向扭转，即可产生强大的动力。为发射石弹，木梁末端通常会装有勺型结构或吊索。在工程师将石块或由铅、石块制成的球形弹丸放入勺型结构或吊索中后就会释放木梁，绳索在释放瞬间所产生的力量就会将石块或弹丸朝着抛物线的轨迹高高地抛出。由于整个机械的工作都取决于每次发射时的具体扭力，因此这种投石机很难精确瞄准。举例而言，天气过干或过湿都会对绳索造成极大影响。不过在攻击很容易瞄准的大型目标时，投石机还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轰击”（Bombarding）任务可以算是极为合适，如将弹丸投掷到有城墙的城市或设防阵地内部等。这种武器首次被称为投石机（Mangon）是在886年，修士阿波在记录巴黎围攻战时采用了这一称呼。在那之前，扭力式投石机一直被简单地称为“投石器”（Fundus或Fundibula，相当于英语Sling，与投石兵所用的绳索同名）。如前文所述，这种所谓“投石器”肯定也就是查理曼大帝在行李纵列中所携带者。毫无疑问，扭力式投石机正是阿米阿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笔下那些罗马投石机（Onager）的直系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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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投石机



第二种以张力作为动力来源的攻城武器可以用巨弩（Balista）举例说明。普罗科皮乌斯记录537年贝利撒留防守罗马城时所使用的各种武器时，曾对于巨弩做了极为清晰的描述，诚如其所言，这种武器实质上就是一个巨型的弩机。他写道：“这些武器在大体上与弓的形状相同，只不过弓臂是安装在中央的一个箱型框架上，而这个框架又是安装在一根铁梁之上。在向敌军发射弓箭时，首先要向后拉动连接着弓背的绳索，之后将弩箭放入框架中，这种弩箭比普通箭矢要粗四倍，但长度却只有其一半，另外，它们也不像普通箭矢那样在尾部沾有羽毛，而是在尾部安装了仿照羽毛形状制造的木片。巨弩两侧各有一名士兵负责用机械装置（如绞盘等）向后拉动弓弦。释放之后，弓弦会向前运动射出弩箭，其力量至少相当于两支普通箭矢，因此完全可以击碎石头、射穿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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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弩



在这段文字中，普罗科皮乌斯忽略了两个重要部分。首先，他忽略了向后拉动弓弦的装置，所幸阿米阿努斯曾记载这种装置就是小型的绞盘，只要反复旋转即可拉动弓弦。另外，普罗科皮乌斯也没有记录弓弦通常都是以拧成绳状的动物内脏制成。在拉紧之后，弓弦会被固定在铁梁或者木梁上的凸起处或凹槽中。之后只要将铁梁或木梁直接指向目标即可瞄准，一旦瞄准精确后，工程师就会释放弓弦，将弩箭发射出去。韦格蒂乌斯对于巨弩的描述要比普罗科皮乌斯简短很多，但也记载了弓臂越长，弩箭射出时的威力就越大。这种巨弩的威力一定十分惊人，在维蒂吉斯围攻罗马时，普罗科皮乌斯曾亲眼见到一位身着重甲的哥特将军被弩箭钉在了一颗树干上，其穿透树干的深度之大，导致尸体在树干上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掉下来。另外，巨弩所能够发射的并非只有弩箭，还有更长的标枪。修士阿波告诉我们，在巴黎围攻战中，修道院长埃博拉斯曾射出一支运气不错的标枪，好几个丹麦人都被这一根标枪所射穿。看到这个场面，修道院长还向手下士兵们打趣说敌人就像是被穿在一根木棍上的烤鸡，要他们“把敌人的尸体抬到厨房去”。

由于在发射弩箭或标枪时能够径直进行瞄准，而无须像投石机所发射的石块那样需要曲射，巨弩相比投石机显然能够进行更精确的瞄准，就好像如今的火炮。因此在对小型目标进行射击时，巨弩显得十分有用。相比之下，投石机则更适于攻击大型目标。对围攻者而言，他们可以使用巨弩去射杀他们所攻击的那部分城墙上方的守军，反过来，守军也会用巨弩去射杀那些暴露在掩体以外的进攻者，尤其是那些距离超过了普通弓箭或投枪射程的敌军。在阿波修士对巴黎围攻战的记载中，指导丹麦人建造攻城锤的工程师就曾在距离城墙很远的距离上被弩炮射杀。

我们必须牢记，9世纪的攻城武器与其在4世纪由罗马人建造的同类武器相比，工艺是极为粗糙的。可能有很多在阿米阿努斯的时代里用铁制造的部件，在阿波的时代里就只能用木材制造了。法兰克人甚至可能都无法用铁来制造巨弩的弓臂，在巴黎围攻战时，巨弩的弓臂和托架可能都是用木材制成的。

毫无疑问，巨弩就是后世那些手弩的前身。
[7]

 罗马人曾经拥有并使用过手弩，但11世纪的拜占庭人却在保留着其余罗马武器的同时将它们遗忘掉了。但在西方，手弩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十字军的时代之前就得到了广泛使用。亚眠的盖伊（Guy of Amiens）在著作中特别指出，诺曼人威廉带到哈斯丁战场上的弩手（Balistantes）并不比弓箭手（Sagittarii）要少。在早期的十字军中，同样也存在大量弩手，只是他们在对付突厥人的时候，起初并不懂得如何正确部署弩手。安娜·科姆尼娜（Anna Comnena）对于十字军使用的手弩曾做过详细说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结构简直就是将普罗科皮乌斯笔下的巨弩直接缩小了一样。只不过由于其尺寸较小，拉弦也不再需要绞盘，而直接依靠躯干自身的力量即可。她写道：“这种迄今为止还不曾为人们所熟悉的脚张弩，并非像普通弓箭那样左手握弓，右手拉弦，而是需要射手弯下腰用脚踩住弓臂，同时再用双手全力拉弦。在弩身中央，有一个长度相当于一支箭的半圆形凹槽，一直延伸至弩身中部。这种弩使用的箭矢多种多样。在射击前，将箭矢放置在凹槽中，释放弓弦后箭矢即向前射出。弩箭能够轻易穿透树木或者金属，有时甚至整支箭都会被射入城墙或其余障碍物之中。”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这种可供单兵使用的缩小版巨弩，也无法确定其诞生的确切日期。我们只能推测，在黑暗时期最黑暗的年份里（即10世纪末期），一些工程师从罗马时代的手稿中复原出了这种武器。

至于配重式投石机等其他利用杠杆原理运转的攻城武器，我们将在介绍12世纪战争艺术的章节中再加以介绍。虽然我们确实无从知晓配重式投石机在何时被投入使用，但在本章所述的9世纪至11世纪中，它们显然还没有出现。在早期的编年史中，由于作者们总是会用不同名字来指代同一种武器，因此也会给读者造成巨大的混乱。在实际情况下，所有攻城武器都可以被分为两种，要么是投石机那样依靠扭力发射，要么是巨弩那样依靠张力发射。但在史料中，所有这些武器都会被混杂在一起，冠以“投石器”“抛石机”“投石机”“攻城武器”“攻城器械”或者“弩炮”等名称，导致记载变得极为模糊不清。其原因则是由于这些编年史的作者多是神职人员而非行伍出身，自己也无法区分笔下那些武器的区别。除此以外，工程师们对武器所进行的改造，也会引发这种混乱。如投石机本应用来发射石弹，但有时也会被制造成发射标枪的机械，本应用于精确发射弩箭或其他箭矢的巨弩，也可能会被用来投掷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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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表现中世纪围攻战场面的画作，图中几乎出现了当时所有的攻城武器

了解黑暗时期攻城战特点的最佳办法，便是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并对其加以研究。但不幸的是，编年史作者们很少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围攻战的详细记录。总体而言，我们对于885年至886年的巴黎围攻战所掌握的信息，要比查士丁尼时代到十字军时代之间所发生的其余围攻战都要多。虽然阿波在描绘这场会战的长诗中使用的拉丁语非常生疏拗口，而且其中也存在很多极为明显的事实性错误，但从大体上来说，其记载还是非常详尽且明确的。由于几乎所有黑暗时期中的攻城武器都曾被攻守双方所使用，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花费一些篇幅来介绍这场长达11个月的围攻战。

先前我们已经提及，885年的巴黎是一座岛屿城市，“秃头”查理在环绕着巴黎城的两条塞纳河支流上建造了两座桥梁和相应的桥头堡。其中靠北的那座桥梁位于后来的夏特勒塔（The Tower of Chatelet）附近，靠南的桥梁则位于今日的圣米歇尔（St.Michel）附近。这两座桥均为木质结构，中央支撑结构则建造在被投入塞纳河的巨石堆上。桥头堡为石制碉堡，但北桥的桥头堡在丹麦人到来时仍没有完工，建造进度仅达到竣工高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巴黎城防由周边地区的伯爵厄德以及巴黎主教戈泽林负责，城中的守军不仅包括巴黎市民，也包括从纽斯特里亚地区挑选出的部分精兵，其中比较著名者包括拉格纳伯爵（Count Ragenar）、厄德伯爵的兄弟罗伯特（Robert），以及圣日耳曼德佩大修道院（St.German des Préz）的院长埃博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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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的巴黎，可见位于岛上的城墙和连接着两侧河岸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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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维京人进攻时的巴黎，可见其城防工事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岛屿上，两侧河岸由桥梁相连。由于该图表现的是845年维京人首次围攻巴黎时的情况，可见此时桥梁两侧还没有桥头堡

占领蓬图瓦兹后，丹麦人于885年11月25日出现在巴黎城下。他们原本希望继续沿被两座桥梁所阻的塞纳河溯游而上，并派出使者向厄德和戈泽林保证，只要允许舰队不受干扰地通过桥梁，他们就不会攻击巴黎。厄德伯爵和戈泽林主教以非常恰当的词句回复道，查理皇帝之所以将巴黎交到他们手中，是为了将该地当作屏障来保护纽斯特里亚其余地区，如果他们为了保住巴黎而将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奉送给维京人去烧杀抢掠，那就等同于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主君。维京指挥官齐格菲则回答道，如果巴黎拒绝自己的条件，他就要凭武力攻克巴黎，即使武力无法达成这一目的，他也会利用饥饿迫使巴黎人投降。

之后维京人便立刻登陆，对北桥未完工的桥头堡发动猛攻，试图将其攻陷。这次进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守军也因碉堡的脆弱而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夜便利用木梁和木板草草地将塔楼建造到了原计划的高度。到第二天清晨，丹麦人惊讶地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碉堡已经比昨日高出了一倍多。

在意识到已经无法通过突袭来攻克这座桥头堡后，围攻者们决心采用老式的罗马攻城锥来摧毁其下层结构。在掩体的保护下，维京人将攻城锥拖到碉堡脚下，将石块一块一块地打碎。守军则以向掩体倾倒热油、沥青并将其点燃等方式予以回应。掩体背后的攻方士兵有大批人员因被泼到热油、沥青而被迫跳到了塞纳河中。接下来，丹麦人又试图用火攻方式来对付守军。他们在碉堡下方挖掘了地道，并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其中填充了易燃物，将其点燃后引起大火。地道垮塌后，桥头堡的地基出现了一个缺口，维京人试图从这个缺口冲入碉堡中，但却为上方所投下的各种大型矢石所阻，没能占领碉堡。之后他们又在碉堡的大门周围放置了大批易燃材料，想要用火烧毁大门，但产生的烟火却被一阵大风吹了回来，城门依然屹立不倒。与此同时，守军也在碉堡和巴黎城墙朝向此处的那部分胸墙上布置了大量包括发射弩箭和标枪的巨弩在内的所谓“抛石机”。这些武器在维京人之间造成了一场浩劫，迫使对方在损失了300人后回到了自己的船只上（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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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抵挡维京人围攻的厄德伯爵



在意识到无法通过强攻的方式攻克桥头堡之后，围攻者们开始派出小股部队洗劫巴黎周边地区，搜刮了大量粮食和牲畜。之后便在圣日耳曼奥塞尔修道院（St.Germain l’Auxerrois）附近，凭借壕沟和栅栏建立了一个设防营地，彻底包围了巴黎城。维京人的工程师花费不少时间，建造了三座巨型攻城锤，每具攻城锤都拥有实木建造的顶棚，多达16个轮子，其顶棚可以容纳60人来操作攻城锤。可是当维京人推着攻城锤逐渐接近城墙时，却被守军发射的箭雨所压倒，据说设计这些攻城锤的两位工程师都被由巨弩射出的同一支标枪射杀。由于主力工程师阵亡，维京人将攻城锤拖到城下的时间也被耽搁了很多天。

时间进入到了886年1月，围攻战已经持续了两个月时间。远没有耗尽资源的维京人决心采用新的攻城办法。他们用藤条制造了大批重型掩体（阿波将这些掩体称为“床垫”和“板条箱”），并用厚重的新鲜兽皮覆盖它们。这些掩体每个都能为四至六个人提供保护，围攻者的主力部队试图在它们的掩护下接近城墙。与此同时，两支小型的突击队也乘坐着战船驶向桥梁，他们将船只锚泊在桥梁的基座旁，试图沿着基座爬到桥头堡内。

在掩体的保护下，从陆路进攻的维京人接近了桥头堡，并开始填埋环绕在碉堡四周的壕沟。他们将土块、树枝、稻草、灌木等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全都扔进了壕沟，甚至在遭到挫败后，将畜牛也赶了进去，而一些在维京人扫荡周边时不幸被俘获的当地人，也被杀死而投入到了壕沟中。与此同时，守军不断地向维京人射出大量矢石，杀死了大批进攻者，不过就在守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一方面时，丹麦人修复了原先那三座大攻城锤，并终于将它们推到了碉堡旁。三座攻城锤分别从三个方向攻击碉堡，并给墙体的石块和砂浆造成了不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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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围攻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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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围攻战（二）



到了此时，守军开始采用罗马时代经常用来对付攻城锤的一种古老办法。他们将带钩的木梁吊下城墙，用它们来钩住攻城锤的前端。这样一来，围攻者就无法再向后拉动攻城锤撞击城墙。另外，守军还建造了一批投石机，它们投掷出的巨石只要能够命中维京掩体，便足以将其摧毁，在其后方躲避的士兵也会粉身碎骨。在三天的攻击之后，丹麦人损失极为惨重，最终在黑夜的掩护下从城墙脚下撤走。他们带走了所有尚且完好的掩体，但抛弃了三座攻城锤中已经无法使用的两座，任由法兰克人将其当作战利品俘获。

在维京人对桥头堡发动失败进攻的同时，双方围绕着桥梁也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维京人原本希望利用突袭将其攻克，但在被击败后，他们也被迫改用其他办法。他们将三艘战船装满稻草和木柴并将其点燃，之后凭借人力在塞纳河北岸用绳索拉着它们，试图将它们拉到桥梁下方，点燃桥梁的木质结构，切断巴黎城与桥头堡的联系。对守军而言幸运的是，这三艘战船全都搁浅在了木制桥墩的岩石基座上，要么自己毫无意义地烧光，要么被桥上投下的石块击沉。桥梁在攻击中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维京人的水陆联合进攻也彻底失败（886年1月29日至2月1日）。

不过仅仅四天后，一场不幸的天灾就替丹麦人完成了他们力所不及之事。一场暴雨导致塞纳河和马恩河暴涨，汹涌的河水在2月5日至6日夜间冲垮了北桥的部分结构。更加不幸的是，在北桥被冲垮的同时，只有12名士兵驻守在北桥的桥头堡中。维京人立刻意识到，在桥梁修复之前，这些守军无法从巴黎城中获得任何支援，因此对这座孤立碉堡发动了猛烈突袭。他们将一车稻草推到碉堡的大门旁并将其点燃，守军由于人数过少，无法将进攻者逐退，而来自巴黎城墙上的抛射火力也因为距离过远而无法发挥作用。事实上，由于碉堡周围环绕的浓烟，巴黎守军根本无法看清其四周的情况。不久之后，桥头堡的木质结构便被引燃，仅有的少量守军不得不撤退出来，退到了与碉堡相连的断桥残垣中避难。出于对守军英勇抵抗的尊敬，丹麦人提出只要投降就饶过他们的性命，可就在守军刚刚放下武器后，这些阴险的野蛮人便将他们全部屠杀，并将尸体扔到了河水之中。在此之后，维京人便开始拆除这座不幸的桥头堡的石头地基。原本在完成这项工作后，维京人应尽可能从断桥方向将一部分船只送到上游，并对巴黎展开总攻，然而维京人没有如此行动，无论是因为需要补充给养，还是仅仅因为对围攻战感到厌倦，他们将大部分士兵派到了卢瓦尔河方向去蹂躏那里的土地。由于丹麦人的营地已经了无生气，巴黎守军误以为全部敌人都已经离去，修道院长埃博拉斯率领部队出城，试图攻占并烧毁丹麦人的营地。这次突袭虽然被击退，但法兰克人的进攻是如此猛烈，数千名丹麦人都被杀死在巴黎城下。

就在围攻逐渐失去活力的同时，萨克森公爵亨利也带领着皇帝派来的援军出现在了蒙马特尔（Montmartre）高地上。丹麦人退回自己的营地改取守势，这就使亨利公爵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与巴黎建立联系，并将大量补给运到了城内。守军借着这个喘息之机，修复了北桥，并大体上重建了被毁的桥头堡。不过到此时为止，围攻仍然没有被解除，在对维京营地发动强攻而遭遇失败之后，亨利也撤离了战场，留下巴黎人自行应对围攻（886年3月）。可是围攻者也因解围军队的行动受到了震动，将营地转移到了塞纳河南岸，以仰仗河流抵挡一切北来的法兰克援军。在获悉皇帝查理本人也正在召集军队，继续亨利公爵没有完成的任务后，丹麦人最重要的领袖齐格菲建议解除围困。大部分丹麦人拒绝了齐格菲的提议，并决心在法兰克皇帝到来前对巴黎城发动一次总攻。4月初，维京人同时对两座桥梁、桥头堡以及岛屿本身发动进攻，他们将战船拖上狭窄的河滩，将它们放置在要塞的脚下，试图利用船体作为云梯来攀登城墙。不过他们在任何方向上都没能获得成功，几天后，齐格菲在从守军那里得到60磅白银（在当时这要算是一笔巨款）之后，便带领着很大一部分士兵离开了战场，他希望利用自己的这一行动以让全军都跟着他解围撤退。

在一位名叫辛里克（Sinric）的将军率领下，大多数维京人拒绝认输。他们可能从牧师那里听说拥挤的巴黎城内已经因气温升高而爆发了瘟疫，而两位守城主将之一的戈泽林主教本人也因瘟疫身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围攻战的发展趋势变得十分奇怪。丹麦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塞纳河南岸，仅在北岸保留了一部分军队来监视北桥的桥头堡，而守军也能断断续续地维持与开阔乡村的联系。守军有时会派出船只溯游而上，有时也会从北桥方向突破封锁。这样一来，战斗就演变成了突破和反突破的散兵战斗。进入5月份，丹麦人突然在没有任何大规模准备的情况下，派出300人将船只停泊在巴黎城下的河滩上，开始用云梯攀登城墙。在第一次突击中，维京人的先头部队就冲进了城内，但在主力部队进城之前，他们即被四面赶来的守军击退。

6月底至7月初，原先从巴黎溜走前去寻求皇帝援助并征召援军的厄德伯爵，带领着三千人马回到了蒙马特尔。留在北岸的丹麦监视部队试图阻止其前进，但还是被厄德伯爵突破，后者也成功率领部队进入了巴黎。不久之后，皇帝本人亲自从整个奥斯特拉西亚和西日耳曼征召的大军前卫部队便出现在了巴黎守军视野之内。“胖子”查理本人虽然停留在了兰斯，但却派出萨克森公爵亨利去扫清通往巴黎的道路，不过这位公爵并没有像第一次援救巴黎时那么幸运，他因落入到丹麦人挖掘在营地外的暗沟中而阵亡。皇帝本人此后依旧在远方停滞不前，丹麦人则决心再次展开总攻。这一次，他们建造了远比之前更多的攻城武器，试图利用上千具攻城机械不间断地发射矢石、标枪、铅球来打击城墙上的守军。与此同时，维京人也再次开始攀登桥头堡和城市的城墙，并且还在桥头堡四周堆放了易燃物，试图将其烧毁。除险些摧毁为保护北桥而仓促重建的木堡以外，所有进攻方向上的丹麦人都在经过了绝望的挣扎后被守军击退。在北桥头堡，当守军最终被浓烟逼出碉堡后，火焰却在维京人冲进大门之前熄灭了，法兰克人也得以迅速回到了伤痕累累的碉堡中。

维京人的这次攻势，是巴黎所遭遇的最后一次危机。只不过在不久之后，虽然围攻终于被解除，但并不是因为查理皇帝带领着集结起来的大军将敌军赶走，而是和对方签订了一个不光彩的和约。“胖子”查理没有尝试攻击维京人的营地，反而与对方达成协议，只要维京人解除围攻，他就会向对方支付700磅白银，并允许对方自由地前往勃艮第。维京人自然接受了查理怯懦的提议，在收下白银之后向南前往桑斯城（Sens）。他们在那里又进行了一场六个月的围攻战，但仍以失败告终。最终，巴黎并非因守军的英勇，而是因为皇帝的懦弱而得救。不过巴黎人的英勇抵抗却给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看到巴黎经受了如此猛烈的进攻，却还是能够挫败丹麦人后，整个纽斯特里亚地区的人口都受到了激励，在未来也像巴黎人一样勇敢地抵挡入侵者。

在读到这次围攻战的细节时，有两个地方十分有趣。第一点是丹麦人在对帝国进行了60年的劫掠后，居然已经学习到了如此高超的攻城武器技术。第二点则与第一点完全相反，丹麦人居然完全没能认清切断巴黎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只要攻方能够采取适当的办法将要塞孤立起来，那么不出几个月巴黎就会被迫投降。

回到第一点，我们仍然惊讶于来自北方的野蛮水手，居然能够将韦格蒂乌斯和普罗科皮乌斯笔下那些工具和攻城武器投入全面使用。攻城锤，用来发射矢石的攻城武器，为攻城武器提供掩护的顶棚、掩体、地道以及火攻一应俱全，全都被维京人用在了这次围攻中。显然，维京人肯定是在从“虔诚者”路易在位后期开始的长期劫掠和围攻中，从敌人那里学到了这些技术。到了885年，法兰克人在围攻的技艺方面，已经不比他们的对手强出太多了。

另一方面，维京人的围攻战术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由于没有设置适当的掩护兵力，任何规模较大的解围部队都完全能够直抵巴黎，进入城内。萨克森的亨利以及厄德伯爵带来的援军虽然都曾面对激烈战斗才得以突破丹麦的封锁，但二人既没有被迫与对方进行会战，也不曾必须建立一道对垒线与敌军相持。在围攻的最初阶段，维京人似乎完全忽视了塞纳河的南岸，而在围攻后半段当他们将营地转移到圣日耳曼德佩大修道院附近后，其在北岸留下的掩护兵力又显得不足。在长达数月的围攻过程中，守军始终都能够与外部的同胞们保持联系，或是通过塞纳河上游的船只，或是派出支队从围攻者的前哨间突破出去，援军和粮食也不止一次被送入城内。丹麦人本应利用铁索从塞纳河上游封锁巴黎，或在那里直接建造一些船只来封锁水道，而且他们也本应做好与任何解围部队进行会战的准备，而不只是派出一些支队来抵挡他们。若用近现代的例子来做一比较，丹麦人的情况与1855年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所面对者极为相似。如果进攻者只对要塞的某一方向发动进攻，而任由其他方向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一场围攻战可能会永久性地拖延下去。而维京人所面对的困难还要更多，因为他们只能从很窄的正面，也就是两个桥头堡的方向发动进攻。由于有塞纳河阻隔，维京人无法对巴黎城展开任何有实际威胁的攻势，而巴黎的城墙也不曾被维京人部署在对岸的攻城武器所击破。因此我们可以说，维京人也只能凭借围困和饥饿来迫使巴黎人投降，这一点又是他们所没有做到的。而“秃头”查理所建造的新式要塞，也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事实证明，这种要塞在面对敌军主力部队的粗暴进攻时极为有效，即使对方能够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攻城武器也还是一样。



第七节

步兵的最后一搏——1066年哈斯丁会战和1081年迪拉基乌姆会战

作为试图凭借老式条顿步兵战术来对抗已日臻完善的封建骑兵的最后例证，我们有必要对哈斯丁会战进行详述。关于这场会战，现代评论家们的争吵几乎与哈罗德和威廉两支军队在战场上的搏斗一样激烈。

关于这场会战前后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我们不会多加笔墨。仅需提及的是，英格兰的老贵族们正是在获取自己最惊人的胜利之后，迎来了最终的失败。1066年夏天，刚刚被推举为国王的哈罗德被迫两面作战。诺曼底公爵威廉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一月时推举出国王的会议，而且哈罗德也知道此时威廉已经开始在圣瓦莱里（St.Valery）集中庞大的陆军和舰队。哈罗德对威廉十分了解，认定他是自己最难以对付的敌手，因此他动员了国内所有可用的海军力量，集中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整个6月、7月和8月里巡逻于怀特岛（Isle of Wight）和多佛尔（Dover）之间，随时准备封锁英吉利海峡。与此同时，各地伯爵和镇长也已经收到命令，随时准备动员英格兰的陆军，国王本人则带领着亲兵驻扎在苏塞克斯海岸等待事态进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威廉都没有跨海前来，他的大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集结完毕，而当他的舰队准备妥当后，8月的天气又是暴风连连、北风劲吹，一支大军根本无法在这段时间内出海。

与此同时，北方也出现了危险情况。哈罗德那造反的弟弟，托斯蒂格伯爵（Earl Tostig）带领着一支小规模舰队徘徊于不列颠海岸，并最终在5月登陆亨伯地区（Humber），但很快即被诺森伯利亚伯爵埃德温（Earl Edwin of Northumbrian）击退，不过托斯蒂格此时已经与好战且贪婪的挪威国王哈罗德·哈德拉德（Harold Hardrada）结盟。虽然其威胁不像南方的诺曼人那样迫在眉睫，但北方民族还是很可能发动入侵。这两方面的危险，均未在9月之前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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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维京战士



在极端不幸之下，危机还是在英格兰舰队在海上执勤三个月，耗尽补给之后降临了。9月8日，由于舰队已经经历了恶劣天气的洗礼，哈罗德命令他们返回伦敦补给、整修。舰队原本应尽可能迅速地回到海上继续巡逻。但仅仅七天后，哈罗德便收到消息，一支拥有300艘船只的挪威舰队在约克郡海岸出现，他们已经蹂躏了克利夫兰（Clevelad）并占领了斯卡伯勒（Scarborough）。哈罗德已经被迫将迄今为止表现出色的舰队调离，现在又必须亲自带领亲兵去应对哈德拉德的入侵。在北上途中，他又收到了一条灾难性的消息。诺森伯利亚伯爵埃德温和麦西亚的莫卡尔（Morkar of Mercia）已经在约克城下富尔福德（Fulford）地区进行的一场会战中被敌军击败（9月20日），约克即将投降。在拼尽全力的强行军后，英格兰国王及时抵达了约克，阻止了惨败。当天下午，他便与北方人的军队在德文特河（Derwent）上的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此地距离约克7英里）进行了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哈罗德彻底击溃了敌军，哈德拉德和造反的托斯蒂格伯爵均在会战中被杀，入侵的敌军也几乎被全歼。尽管北方人停泊在亨伯的船只多达300余艘，但幸存者却仅能开走其中24艘。

这场会战的细节已经完全失传了。由于《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
 ）中关于这场会战的所有说辞几乎都可以被证实有误，因此我们无法听信该书中的那些激昂言辞。据其说法，哈罗德可能向自己造反的弟弟提出过和谈，说自己会赦免对方，并给予对方一块伯爵领，而对于北方民族的国王，哈罗德则发誓说自己不会给予对方超过“七英尺的英格兰领土，而且这还是由于哈拉哈德的体型要比其他人更高大”。维京人可能以盾墙阵型战斗了数小时之久，最终在夜幕降临，国王不幸被弓箭射杀之后才战败。但由于这本传奇传记将莫卡尔认作“哈罗德·戈德温森的兄弟”，并说他死在了富尔福德，又说尚为孩童的瓦尔塞奥夫伯爵（Earl Waltheof）也参加了战斗，而英格兰军队主要由骑兵和弓箭手组成，因此我们根本无法相信其中的说法。《挪威王列传》对这场会战的记载，看起来就好像是将哈斯丁会战搬到了斯坦福桥一样，几乎是从头错到了尾。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唯一一个细节，即挪威军队在一座桥梁上拼死抵挡英格兰人这一点，却完全没有出现在《挪威王列传》中。我们只能估计，双方必定是都在以传统的维京和英格兰战术作战，“用盾牌互相推挤”，直到败者被打得全军覆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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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挂毯》上描绘诺曼人军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在英格兰海岸登陆的场景

与此同时，9月28日，也就是斯坦福桥会战的两天之后，诺曼底的威廉在佩文西（Pevensey）登陆了，其间既没有受到仍在伦敦整修的舰队拦截，也没有受到刚刚在北方击退挪威人的陆军阻挠。入侵者开始蹂躏乡里，如入无人之境。仅有罗姆尼（Romney）拿起武器，击退了劫掠部队。

与此同时，威廉已经登陆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位于约克的哈罗德那里，据我们所知，消息送到时，哈罗德正在一场盛宴中庆祝自己击败了北方民族。哈罗德国王在10月1日或10月2日得到消息后，立刻向南全速前往伦敦。此时他手中不仅仍掌握着在斯坦福桥得胜的那支军队，埃德温（Eadwine）和莫卡（Morcar）麾下的诺森伯利亚征召兵也受命尽快追随国王行动。哈罗德在10月7日或10月8日抵达伦敦，并在那里停留了几日以召集南米德兰（South Midlands）的民兵。11日，虽然哈罗德的军队尚未完全集结起来，但他还是启程前去与威廉公爵决战。到此时为止，或是散漫，或是狡猾的北方男爵们仍然没有赶来汇合，西部各郡部队也尚未完成集结。不过哈罗德由于诺曼人残忍地蹂躏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报告而慌了手脚，决心尽快通过会战与对方一决雌雄。原本只要再多等几日，其军队人数便可能增加一倍之多。在经过两天的强行军后，哈罗德抵达了安德雷斯森林（Andreds weald）边缘，毗邻过去半个月中饱受威廉蹂躏的地区。

哈罗德所选择的阵地，位于从伦敦到哈斯丁的大路刚刚跃出森林，通往海岸开阔地区之处。哈罗德将部队排布在森拉克泥泞低地中的一个孤立山丘上，这里距离任何有人烟的地方都很远，编年史作家也仅能以山脊上有“一棵灰白色的苹果树”标记其所在地。就好像两个世纪前阿什当地区也被编年史作家以当地有着古老荆棘作为其标志一样。

森拉克的那座小山宽度约有1100英尺，纵深在150码左右，由一道陡峭的山脊与韦尔登丘陵（Wealden Hills）相连。从伦敦通往哈斯丁的大路穿过这道山脊，在跨过那座山丘的最高处后又降入谷地，随后又登上了特尔汉姆山（Telham Hill）的山脊。相对而言，特尔汉姆山的高度要更高一些，其高度为海平面以上441英尺，哈罗德所在山丘的山峰高度为275英尺。在面对着敌军的南侧，这座山丘的坡度较为平缓，但其北侧除连接到韦尔登丘陵的山脊以外，其余部分都很陡峭，山脊本身也像栈道一样危险。被道路穿过的山顶，也正是哈罗德阵地中高度最大的地方，他在这里竖起了自己的两面战旗，其中之一是威塞克斯的龙旗，另一面则是属于他本人的战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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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丁会战



从一些最权威的学者那里，我们知道这个阵地可能在之前某个世纪里被其他军队使用过，尤其是背面一些几近垂直的山坡，很可能正是之前那支军队所挖掘出来的壕沟。可能在893年至894年间，阿尔弗雷德的军队曾在此处宿营，当时他位于在利姆内（Lymne）登陆的丹麦舰队和宿营在米德尔顿（Middleton）的另一支军队之间，试图通过占据内线来阻止对方蹂躏肯特和苏塞克斯。对于监视一支刚刚登陆的部队而言，这块阵地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它不仅掩护着穿过安德雷斯森林通往伦敦的唯一道路，而且距离森林的边缘也十分接近，如果守军不愿与对方进行会战，便完全可以退入背后那片无法透入的森林之中。

这座俯视着森拉克盆地的山丘，对于一支因战术所限只能采取守势的军队而言确实是不二选择，而哈罗德也决定在这里与对方进行会战。在一些学者口中，哈罗德国王曾考虑在对方因四处劫掠而兵力分散或防御不周的情况下对诺曼人发动夜袭，但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哈罗德绝不可能甘愿在一片黑暗之中穿过8英里的低地丘陵，去攻击一座他完全不了解具体部署情况的营地。其手下军队在从伦敦赶到森拉克的过程中已经精疲力竭，抵达战场时夜幕也已经降临了。更重要的是，哈罗德深知威廉作为将军是十分能干的，因此也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奇袭对方。更可能的情况是，哈罗德认为诺曼人有可能会拒绝进攻自己在森拉克的坚固阵地，选择在更接近海岸的开阔地带进行会战。可能正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哈罗德才命令四周前那支回到泰晤士河的力竭舰队，休整之后重新起航绕过北福尔兰角（North Foreland）去威胁那些已经被拖上海岸，并由一座位于哈斯丁的木制城堡掩护的诺曼船只。哈罗德知道，威廉绝不会在获悉自己率军到来后就从海路撤退，所以他命令舰队一同前来的原因，要么是为了在自己取得陆战全胜后阻止诺曼人撤退，要么就是为了骚扰敌军已经上岸的船只，以迫使威廉撤退到海岸来保护船只。

按照一份史料的记载，英格兰人在阵地前方设置了工事。根据著作时间最近，但也最冗长的怀斯（Wace）记载，哈罗德命令手下士兵利用其背后树林中的木材建起了一道木栅。但早先的编年史作者，除少数例外，都仅提到了英格兰人的盾墙阵型，他们覆盖了整个山顶的密集队形以及上述的古代工事遗迹。不过，除去英格兰军队仅仅是在会战前一夜才抵达战场而且十分疲惫这一点以外，哈罗德采取老式的丹麦办法给营地设置木栅也绝非不可想象。10月14日清晨，尽管从破晓到诺曼人抵达战场之间至少有三个小时的间隔，但英格兰人可能还是没有建起工事。而且我们也有必要怀疑，英格兰人是否真的想为阵地设防。如果工事真的存在，早期诺曼史学家绝不会不提起它们，毕竟威廉所面对的阻碍越大，他的胜利就会显得越光辉伟大。作为我们做主要的资料来源，《贝叶挂毯》中的英格兰军队前方似乎也没有任何工事。可能怀斯在会战后的九十年撰写自己那部资料大多来源于口口相传的著作时，只从普瓦捷的威廉和奥德利克（Orderic）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工事遗迹和罗马大道的只言片语，便将他们认作了全新的工事，并依照自己所在年代中最有效的样式将它们写进了书中。

英格兰军队组成的单线密集队形横跨了整个山顶。从那条更接近山峰东侧而非西侧的大路算起，英格兰人的战线向左延伸了大约200码，一直延伸到了深谷的悬崖（谷底有一条小溪），这条悬崖本身则位于今日的教堂正东200码。在另一个方向上，大路以西的战线长度要长很多，从大路一直延伸到了另一条小溪的河岸，而这条小溪也构成了山丘的西缘。从大路开始到小溪之间的战线正面宽度在800码到850码之间。据我们所知，哈罗德的两面旗帜被树立在了今日“会战修道院”（Battle Abbey）的祭坛处。因此哈罗德本人所在的位置也应该是位于战线中央偏左，而非全军正中央。不过这一部署也是由于地形所致——此处正好是整个山丘的最高点，海拔275英尺，而英军阵地的大部分地区高度都位于一条250英尺的等高线上。若想要让四周都能看到王旗，此处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地点，而统帅站在这里，也可以从这块比周围略高的地方俯视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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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战线的中央部分略为突前，而两翼略为拖后，在诺曼人看来，英军应更像是一个环形的密集编队而非一条展开的战线。尽管诺森伯利亚和西部各郡的征召兵尚未抵达战场，可由于哈罗德已经召集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全部民兵，其军队人数也一定非常庞大。由于编年史中给出的数字往往多达数十万人，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因此我们也很难估算出军队的具体人数。由于哈罗德的战线长度在1100码左右，而一名士兵挥舞战斧或标枪所需的空间约为三英尺，因此其第一排的士兵人数肯定在1700人到2000人之间。另外，史料中称山丘完全被英格兰人所覆盖，其树立的长枪在诺曼人看来好像树林一般，因此英格兰人的战线厚度也一定不会过于薄弱——如果其纵深为10排或12排，哈罗德军的人数就会达到10000人至11000人左右。在这些人中，肯定只有少部分人是拥有全副盔甲的武士，其中包括国王的亲兵、各地的领主阶级以及拥有土地超过五海德的重步兵。军队中大部分士兵仍是装备简陋的征召民兵，如《贝叶挂毯》所示，这些士兵所使用的武器极为混杂，既有刀剑、标枪，也有棍棒、战斧和少量弓箭，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只是将农具改装了一下就带到了战场上。这些人所装备的防御武器，也只是圆形或风筝形的盾牌，他们身上只有一件平日里穿着的长袍，头上也只有一顶帽子。

关于英格兰人的战斗序列，我们能够确定那些装备良好的亲兵（人数在2000人左右）应位于战线中央的国王和王旗周围，而各地的民兵会根据郡籍编队，排列在两翼。他们的领主、伯爵等拥有全套盔甲之人，可能会被列在民兵阵线的前几排，农民则位于他们背后为其提供支援。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这些农民所能做的也仅是越过穿戴重甲的战友头顶，将矢石投向冲过来的敌军。

目光再转向诺曼人。威廉公爵在这一次远征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诺曼底各位男爵的头领，更是这支联合大军的总指挥官。在这支军队中，除了他自己的家臣以外，还存在大批从西欧各地聚集而来，或穷或富的冒险者。威廉将军队集结在利勒博讷（Lillebonne）时，诺曼贵族们曾一度拒绝为威廉对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所提出的要求而战，但最终所有人，或是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作为志愿者与威廉一同出征，不仅带领自己的封建家臣，同时也会尽量征集更多部队。作为回报，如果战事取得成功，他们就能够从英格兰获得战利品。另外，无论来自何方，只要是愿意帮助威廉夺得英格兰王位的骑士或者佣兵，都能够得到相同的回报。这样一来，大批人员“或是为了土地，或是为了金钱”涌入了威廉的军队。照此看来，虽然诺曼本土部队仍是入侵军队的战斗力核心，但外来者在数量上却要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如布伦伯爵尤斯塔斯（Eustace，Count of Boulogne）、布里多尼伯爵阿兰·费尔冈（Alan Fergant，Count of Breton）以及图阿尔的海默尔（Haimer of Thouars）等大贵族也都已经为巨额的战利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亚眠的盖伊所言不虚，诺曼军队中不仅包括法兰西人、布里多尼人、佛兰芒人（Fleming）、安茹人（Angevin）、更远的阿基坦人和洛陶林吉奥人，甚至远达那不勒斯（Naples）和西西里（Sicily）都有人赶来助战。

威廉在迪夫（Dive）河口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建造舰队。其船只数量曾被很多编年史作家夸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即使是最为合理的数字，也多达696艘。至于这些船只到底搭载了多少名士兵，也和船只数量一样无法确定。若我们把对垒的两支军队做一对比，骑兵在诺曼底军队中一定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在大陆的军队中，步兵地位已经下降到了低谷，任何有经验的将军都会将全部精力用来扩充骑兵。按照我们的推测，威廉手下拥有3000名至4000名骑兵和8000名至9000名步兵，但这一数字也只是推测而来。按照编年史中的说法，即使是最合理的数字，威廉手下也会拥有多达六万名士兵。考虑到这些作家们可能根本不理解如此庞大的数字到底意味什么，我们必须认定，真实情况至多也只有五分之一。

9月28日，威廉登陆佩文西之后，前进到了哈斯丁，并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木制城堡以保护舰队。由于哈罗德刚刚从约克启程赶回，倘若威廉此时进军伦敦，那么他将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将其攻克。不过这位公爵却决心在海岸附近与英格兰人进行会战，因此将接下来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都花在了对肯特和苏塞克斯的系统性蹂躏上。当他从侦察兵那里获悉哈罗德已经接近，并在森拉克山上宿营后，威廉便知道其目的已经达成——现在他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时间上，在距离船只仅有数英里距离之处与对方作战了。10月14日清晨，威廉命令部队前进，穿过了将自己与哈罗德所在的森拉克山分割开来的八英里丘陵地带，当他们抵达特尔汉姆山后，便看到了英格兰人的阵地，此时双方的距离仅剩下一英里多一点。

在看到决战时刻已经近在眼前后，威廉和手下的骑士们便将锁甲披挂起来（为避免疲乏，他们在行军时没有穿着盔甲），并将部队列成了战斗序列。威廉将军队组成了平行的三个分队，均拥有步兵和骑兵。中央由诺曼底本土的家臣组成，左翼主要是布里多尼人、美因人和安茹人，右翼则为法兰西人和佛兰芒人，不过两翼似乎也拥有一些诺曼部队。按照惯例，诺曼底公爵本人负责指挥中央，两翼则分别由布里多尼伯爵阿兰·费尔冈以及布伦伯爵尤斯塔斯指挥，其中后者还有一位诺曼男爵——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来辅佐。

三支分队各自又分为三条战线。第一线由弓箭手和弩手组成，第二线由装备长矛和刀剑，而非远射武器的步兵组成。与英格兰的民兵不同，他们似乎都配有盔甲。在这两条战线背后的，即为军队中最重要的重甲骑士。可见，威廉计划先以弓弩手来扰乱并削弱英格兰的密集纵队，再由重步兵发动进攻突破其防线，将对方拉入白刃战，而最终的致命一击无疑仍将由位于各部队第三线的骑兵们来完成。

诺曼人在特尔汉姆山坡上展开队列后，即开始穿越与英军相隔的崎岖谷地，向前推进。当接近到射程内后，弓箭手们便开始向英格兰人发射箭矢，取得了一些效果。由于哈罗德的战线中仅有少量弓箭手，因此最初英军的反击肯定十分微弱。不仅如此，虽然英格兰人的盾墙肯定能够发挥一些效力，但也只能起到部分的保护作用。不过当诺曼人继续推进并开始登上森拉克山坡时，他们遭到了英格兰人极为猛烈的投射火力攻击。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其中不仅有标枪、骑枪、飞斧等武器，甚至还有一些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的粗糙武器。例如一些人就曾将石块绑在木杆上，像飞斧一样使用。威廉的弓弩手们很快被这些矢石所击退，但他们背后的重步兵却继续推进到了英格兰人的阵线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动摇守军的战线，等到威廉命令骑兵前进时，这些重步兵可能已被击退。骑兵们登上已经布满了尸体的山坡，投入战斗中。冲在所有骑兵最前方的是一位名叫泰尔弗（Taillefer）的乐师，他一边冲锋一边鼓励着战友，就像吟游诗人般将宝剑抛入空中又抓回掌心。泰尔弗冲过了盾墙，在英格兰阵线中砍倒了数名敌军后战死。在泰尔弗的背后，所有诺曼骑士都在高唱着他们的战歌，并用最快的速度催动战马登上山坡。与此同时，诺曼步兵也从三支部队的空隙之间向后退却。诺曼骑兵对英格兰军队战线的冲锋是如此猛烈，以至于盾墙阵型中的很多前排士兵可能都被骑兵冲倒。可不管怎样，骑兵们都无法击溃英格兰人的密集队形，双方在激烈的冲撞后，互相争斗不休，但守军在任何一点上都不曾退让。不仅如此，进攻者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在激烈的抵抗面前占得便宜——英格兰人的战斧能够打破盾牌和锁甲，砍断对方的大腿，甚至将战马砍倒在地，大陆骑兵也从不曾面对如此坚韧的步兵。一段时间后，威廉左翼的布里多尼人和安茹人士气开始崩溃，在巨大的混乱中向山下后退，并冲垮了原本已经在他们背后重新集结起来的诺曼步兵。整条战线上的诺曼人都发生了动摇，大部分部队纷纷撤退，只不过中央和右翼并没有像布里多尼人那样混乱无序。此外，诺曼战线中还出现了诺曼底公爵本人已经战死的谣言，威廉不得不摘下头盔来在行列中奔走高喊，告诉士兵自己并没有战死，而且一定会赢得胜利。在此之后，威廉便开始在其兄弟厄德的帮助下制止部队后退，并开始整理败兵，很快便恢复了大多数部队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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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斯丁会战中，诺曼骑士始终无法突破英格兰重步兵的盾墙，直到英格兰部队追击过于靠前之时，诺曼人才终于趁机击败了对方右翼

可说来有趣，诺曼军队左翼的崩溃，反而给威廉带来了优势。在英军右翼，很大一部分征召民兵在看到布里多尼人逃亡后，也跟着他们冲下了山坡。他们此时已经忘记，自己赢得胜利的唯一希望就是保持战线完整，直到进攻者精疲力竭为止。在对方三分之二的兵力尚且完整，且士气也尚未崩溃之时便发动追击实属疯狂行为。看到英军混乱地跟在布里多尼人后方，威廉将自己的中央调转过来，打击追击者的侧翼。由于追击军的秩序原本就十分混乱，这些鲁莽的农民很快便被击溃，他们手中的轻盾、刀剑和标枪根本无法抵挡诺曼骑兵，人数多达数千的这一部分英军也因此全军覆没。在看到大部分英军并没有参加对布里多尼人的追击后，威廉认清会战的决定性阶段才刚刚开始，他将陷入混乱的骑兵们重新列成战线，再次下令对敌军战线发动进攻，紧接着，双方便爆发了可能比先前还要更为激烈的战斗。这一次诺曼人的运气要比之前更好一些，他们在英格兰人的阵线上打开了一到两个缺口，可能这些地方的英军已经因一小时前农民征召兵的鲁莽行动而被削弱。哈罗德的两位兄弟吉尔什（Gyrth）和利奥夫温（Leofwine）战死在第一线，如果当时的一位学者的著作是可信的，吉尔什就是由威廉亲手斩杀的，可是从全局而言，这位公爵的攻势仍未能取得太多成功。英格兰人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他们由盾牌和战斧组成的战线却依然覆盖着整个山坡，“滚出英格兰！”和“圣十字架！”的呐喊声也依然充满着无畏的气魄。

就在此时，威廉可能是受到了击溃英军右翼时的情况启发，突然灵机一动，决心进行一次诈败。这种行动是布里多尼人和诺曼人此前从未尝试过的。在他的命令下，很大一部分进攻者突然调转方向，展现出了一副丧失秩序的样子开始撤退，英格兰人看到这一幕，比先前更为确定自己已经击溃了敌人，大部分兵力冲出战线去追击撤退的骑兵们。在英格兰人从上坡上冲下来时，威廉又故技重施，用那些仍然保持完整的部队去打击追击者的侧翼，同时那些诈败的部队也再次调头从正面攻击敌军，可见其结果也和先前一样彻底，民兵们在混乱中被击得粉碎，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人能逃回高地上的友军阵地。不过在会战的这一阶段里，屠杀也并非只出现在英格兰人一方，一部分负责诈败的诺曼人也因跌入壕沟（可能是古代营壕的遗迹或森拉克低地中的一条干河）而损失惨重，他们受到了战友们的践踏，不少人命丧黄泉。当然，与英军相比，诺曼人的这些损失简直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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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挂毯》中诺曼骑士与弓箭手协同作战的场景

到了此时，哈罗德的阵线已经被严重削弱，发生了动摇。可尽管损失惨重，他们还是能重新集结起来继续作战。战斗继续进行了数个小时之久，即使是诺曼骑兵猛烈的冲锋，也无法突破王旗周围的密集队列。先前被击溃的那些部队，只不过是征召民兵，装备精良的亲兵们并没有脱离战线，依然在哈罗德剩余的部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会战的第四阶段，主要以威廉发动的一系列猛烈骑兵冲锋组成，而在骑兵冲锋的间隔里，弓弩手们也会向英军射出密集的箭雨。此时这些撒克逊步兵们正承受着与后世的滑铁卢会战中那些不列颠士兵一样的考验，即要抵挡夹杂着毁灭性猛烈火力的反复骑兵冲锋。对步兵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情况更加恼人了，他们必须始终坚守阵线才能渡过难关。英格兰阵线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得极为悲惨，在重重压力之下，战线中充斥着伤兵，伤者不仅无法被送到后方，就连倒地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敌军从两翼同时发动进攻，盾牌和铠甲已经被打破，投枪也已经用光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坚守在原地，等待夜幕降临或敌军精疲力竭。对哈罗德手下伤痕累累的亲兵们来说，诺曼骑兵的冲锋本身相比于两次冲锋之间的箭雨肯定要好对付一些。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经历了正午时分那些灾难性的损失后，英格兰人还是能组织起一次冲锋，击退敌军的弓弩手。一些英格兰战士，因为长时间在阵线中站立不动而变得发狂，挥舞着战斧或宝剑冲出战线，最后在开阔地上被对方杀死。不过绝大部分亲兵们仍然坚守着阵线，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这真是一场奇怪的会战，一方始终在运动中不断冲锋，另一方却好像是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地被动承受。在诺曼人的一方，弓箭和刀剑在发挥着自己的效力，而在英格兰人的阵线中，仅有的就是那些死去之人倒下。”尽管情况已经完全绝望了，但英格兰人一直坚守到了夜幕降临，只要国王仍然站在战场上，王旗也没有倒下，亲兵们就不会放弃战斗。威廉屡次亲率骑兵对他们发动冲锋，骑乘的战马也有三匹阵亡。最终决定了胜负的并非刀剑而是弓箭，威廉特别下令，要求弓箭手们不要平射，而采取抛射的办法，这样一来，箭矢就可以覆盖整个英格兰人的战线，而不仅仅是前排的士兵们。也正是一支这样射出的羽箭，命中了哈罗德的眼睛，给他造成了致命伤，在箭雨打击下的英军听说国王已经倒下，终于崩溃。一小队诺曼骑士也终于在做了无数次无效的冲锋后，突破了英军阵线，将重伤倒地的哈罗德砍死在马下，并砍倒了威塞克斯龙旗和哈罗德的战士旗。

到了此时，英军的残部彻底崩溃了，仍坚守在被鲜血染红的山丘上的少数几千人或几百人转过身去，希望能在背后的森林中寻求掩蔽。一些人步行着逃进了森林，另一些人则从营地里抢走了领主和亲兵们的马匹，骑着它们逃跑。可即使是在奔逃之中，他们仍能给诺曼征服者们造成一定打击。胡乱跟在他们背后的诺曼人，在从森拉克山背后那道好像斜堤一样，骑兵根本无法通行的陡峭山坡向下冲锋时，也有很多骑士在傍晚的昏暗中连人带马一起摔进谷底。最后的一批英格兰人也转过头来，在杀死了一些骑士后继续逃亡。在一小段时间里，诺曼人甚至认为是英格兰人的援军赶到了，事实上，埃德温和莫卡的征召兵也确实早该到来了，威廉公爵不得不亲自去聚集溃兵，并拒绝了布伦伯爵尤斯塔斯认为应乘胜收兵的懦弱建议。毫无疑问，在诺曼人变得更加小心之后，那道陡坡便不能再阻挡他们，而最后那批英军也彻底溃入森林之中消失，这一整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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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斯丁会战中，诺曼骑士击溃了英格兰重步兵，彻底给西欧的步兵时代画上了句号

尽管英格兰人占据着适于防守的地形优势，但在威廉的弓箭手和骑兵的协同作战面前，由战斧组成的静止方阵还是遭到了决定性失败。英格兰人死战到底的勇气，只不过是增加了双方的伤亡数字。在英军的将领中，有记载的幸存者仅有“拖延者”安斯加（Ansgar the Staller）和布恩修道院长利奥弗里克（Leofric，Abbot of Bourne），而且二人在逃跑时都已经身负重伤。国王和他的兄弟们、顽强的亲兵以及英格兰南部的领主们全部战死沙场。从未有人能够估算出英格兰军队的伤亡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其数字与全军总数应该相差不多。另一方面，诺曼人的伤亡数字也很难估算，曾有一部编年史称诺曼人损失了12000人，虽然这个数字本身并非全无可能，但这部记录英格兰历史的著作本身却错误百出，完全不可靠。不过，无论双方的伤亡数字具体是多少，其给后人的教训却依然不可磨灭：在仅装备着近战武器且缺乏骑兵支援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好的步兵，也绝对无法抵挡能够在优秀统帅指挥下协同作战的骑兵和弓箭手。如果没有弓箭手支援，诺曼骑士可能永远无法攻破英军的工事，而倘若没有骑兵掩护，弓箭手又绝对无法抵挡英格兰人的全面攻击。但在威廉的巧妙指挥下，二者的协同作战可以无坚不摧。

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盎格鲁、丹麦式的武器和战术又一次与诺曼人的骑枪和弓箭遭遇。哈罗德战败十五年后，另一支由英格兰战斧兵组成的部队（其中有些士兵可能参加过森拉克的战斗）出征与一位诺曼亲王的部队作战，这支部队便是亚历克修斯皇帝（Alexius Comnenus）手下的瓦兰吉卫队，也就是著名的持斧蛮族。当时诺曼亲王罗伯特·吉斯卡尔德（Robert Guiscard）正在围攻迪拉基乌姆（Dyrrhachium），瓦兰吉卫队则与拜占庭军队一同前去解围。诺曼人早早便列好了战线，而亚历克修斯的部队展开速度却很缓慢。位于拜占庭全军最前方的便是瓦兰吉卫队，他们与西方的领主一样，骑马来到战场，但在接近敌军后就会将马匹送到后方，自己下马作战。亚历克修斯之前曾将一支配有弓箭的轻骑兵也交给了瓦兰吉卫队的指挥官，此时皇帝便命令这支骑兵趋前攻击敌军，但必须等到他们用弓箭扰乱了罗伯特的战线后才能进行冲锋。可是瓦兰吉卫队的指挥官纳姆皮特斯（Nampites）却忽视了这道命令，在接近敌军后，英格兰人便陷入了盲目的狂热之中。在希腊军队尚未完全展开，皇帝本人也没有下达进攻命令之前，瓦兰吉卫队便组成了一个密集纵队，开始攻击诺曼人的左翼。他们将诺曼左翼指挥官巴里伯爵（Count of Bari）的骑兵和步兵一起赶进了大海。不过他们的成功也打乱了自己的秩序，而且由于拜占庭主力部队尚未接近，吉斯卡尔德也得以派出生力军抵挡他们。凭借一次勇猛的骑兵冲锋，诺曼人切断了大部分英格兰士兵，其余士兵则聚集在海边的一个小土丘上，围绕着一个被放弃的礼拜堂。诺曼人将他们包围在了那里，局势就好像是缩小版的哈斯丁会战一样。在骑士和弓箭手的协同打击消灭了大部分瓦兰吉卫队士兵之后，幸存者们仍顽强地坚守着礼拜堂。最终罗伯特不得不从营地运来了一些柴火和木材，将它们堆在礼拜堂外点燃，英格兰人被迫从教堂中冲出，要么被诺曼人一个一个地杀死，要么葬身火海，整个瓦兰吉卫队都因鲁莽地过早与对方交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全军无一人幸免。这也是步兵与11世纪的封建骑士之间最后一次重要对决。确实，在后来的12世纪中，骑兵曾数次被步行的敌军所阻，但这些部队并非真正的步兵，而是在危险时刻将战马送到后方，步战坚守阵地的骑士。到了此时，封建骑士的支配性地位终于建立了起来，直到将近三个世纪后，才会有一支真正的步兵部队，能够在没有骑兵支援的情况下与重甲骑兵在会战中再次较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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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绘画中的瓦兰吉卫队，可见其中很多人都是使用战斧的西欧重步兵


注解：



[1]
 　一份地相当于25至48英亩。


[2]
 　专门用于谷物的体积计量单位，一蒲式耳大约为35至36升。


[3]
 　此处的“士兵”所指代者显然仅限于上述领主的家臣。


[4]
 　即哈斯丁会战。


[5]
 　在这里我们借用了“丹麦税”的说法，即专门在国内加收一份赋税用于向维京人进贡。


[6]
 　不过弓箭的动力来自于弓臂，而非弓弦。


[7]
 　事实上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早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之前，希腊人就已经制造出了手弩，其结构甚至要比中国同时代的著名手弩更为复杂精致。


[8]
 　本书第一版在此处采信了哈罗德为阵地建立了工事的说法，其原文如下：“另外，哈罗德还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在几年前的一场战役中，哈罗德也曾在诺曼人的军队中效力，其间他在无意中访问了蓬蒂厄（Ponthieu），并完全了解了诺曼人的战术。他知道，对于英格兰军队而言，首要危险来自于诺曼骑兵的冲锋，其次则是威廉手下弓箭手的远射火力。为预防这两种威胁，哈罗德命令手下士兵从背后的森林中收集大量灌木，并将其编成了一道栅栏。这种用栅栏和壕沟抵挡骑兵冲锋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丹麦战术，两百年前便被使用过了。用来制造这些史官笔下的“掩体”的木材和柳条很容易得到，不过由于这道栅栏只是由疲惫的士兵在数小时内仓促制成，也可能只是用于防御矢石的掩体，而非用来抵挡骑兵冲锋的坚固屏障。无论如何，这道栅栏的高度不足4英尺，它们沿着一道浅壕被树立起来，浅壕可能是原先在森拉克山上宿营的军队遗物，也可能是哈罗德军队仓促挖掘的。这道浅壕以及用其中挖出的泥土堆砌的带胸墙土垒，并不能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要塞，而只是一道土木工事而已，对骑兵而言并非完全不可跨越。我们绝不能把这道工事想象成那种拥有6英尺深壕和高大木墙的城堡，像搭建这样一个工程所需的时间，远比英格兰人所花费的时间要多。按照怀斯（Wace）的说法，这道工事被分成了两翼及中央三个部分，互相之间留有空当。”



第四章

579年至1204年的拜占庭军队



第一节

拜占庭军队的发展演化

吉本曾经写道：“拜占庭军队继承了太多缺点，他们的那些胜利不过是偶然事件。”事实上，这句话与实情相距甚远，如果对拜占庭军队而言，失败是意外事件，而胜利才是惯常之事，似乎要远比吉本所言更接近事实。东罗马帝国皇帝们所遭遇的那些灾难性失败，通常都是由将领无能、数量不足或意外事件所导致的，而绝非部队素质太差。拜占庭部队之所以如此善战的原因也不难找到，在勇气方面，他们不输于敌人，而在纪律、组织和装备方面又要远比敌人更强。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保留着传统的罗马式战略，而且还拥有一套在精心调整后完全适应了时代需求的完整战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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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马弓手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东方人将战争视作一门艺术来加以研究，而西方人只是把战争看作决斗。在法兰克贵族中间，只要一位青年能够安坐在战马上，驾驭住自己的骑枪和盾牌，就算是可以从战争的学院中毕业了。而在拜占庭上流社会中，除去相同的武艺训练以外，他们还要学习战争的经验知识，阅读莫里斯（Maurice）、利奥、尼西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现今仅留下了书名的著作。欧洲东西方对于战争的两种不同看法，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西方人虽然将战争视作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但当他们面对自己所不熟悉的战术时，总是遭遇失败。而东方的将军们，通过在面对不同敌军时采取最适宜的战术，总是能够击败斯拉夫人、突厥人、法兰克人或者撒拉逊人。

查士丁尼死后的25年里，拜占庭军队在6世纪后半叶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这也使7世纪的拜占庭军队变得与众不同。这次改组的细节被记载在《战略论》（Strategicon
 ）一书中保存至今。这部书对于研究战争艺术史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其中对于何人在何时进行了何种改革都有着详细记载。后世的东罗马学者经常将这些改革错误地归功于希拉克略，即那位著名的波斯征服者和真十字架发现者。事实上，在他手下战无不胜的那支军队，早已由能干但却不幸的前任皇帝莫里斯完成了改组，只不过后者在582年至602年的统治时期遭遇了太多麻烦。《战略论》一书，也正是由莫里斯撰写并编纂成书。虽然曾有学者质疑该书是否真的出自莫里斯之手，但只要仔细对照书中的年代信息，我们就能发现该书绝不可能是在570年之前或600年之后完成的。书中将波斯国王暗指为帝国的主要威胁，但在605年至608年的入侵之后，拜占庭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史料中扮演侵略者的角色了，而在另一方面，《战略论》中将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视为帝国在多瑙河上的敌对力量，而并没有提及格庇德人和伦巴第人，因此后两者在《战略论》成书之时，肯定已经离开了多瑙河流域，因此可以证明该书成书于568年之后。另外，由于书中提及罗马人与斯拉夫人的所有战斗都是在多瑙河附近进行的，而且大多数都位于多瑙河以北的罗马境外，所以《战略论》成书时间应该早于581年至585年进抵色萨利和温泉关的斯拉夫人入侵时期。这样一来，该书的成书时间范围又可以缩小到570年至580年之间，而该书作者没有采取皇帝的口吻，也完全可以和当时莫里斯尚未登基的事实相吻合。他在书中说到只是“希望能将一部分自己的军事经验传达给众人”，因此他所提出的也只是建议而非命令。如果我们将莫里斯的《战略论》与利奥在登基后所撰写的《战术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在前言中所使用的口吻完全不同，并由此确定莫里斯在成书期间只是一位正在向更高层攀升的将军而已。他在582年登基加冕，因此如果我们将《战略论》成书时间定在此前一到两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在我们看来，该书的成书时间也应该更接近于580年而非570年，因为作者在写作时所处的年份显然已经与查士丁尼时代相隔了一段时间，而这位皇帝去世的时间是565年。莫里斯在书中提及拜占庭军队历经了一段衰退时期，而且也已经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胜利，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在塔吉纳会战和卡西利努会战大胜不过数年后出现。按照阿伽提阿斯的记载，拜占庭军队在查士丁尼统治最后几年里已经开始衰落，当时“皇帝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早年的辛勤，他此时已经精力不济，转而倾向于在敌人中间制造不和或通过金钱来安抚他们，而不再信任自己的军队，也不再敢于面对战争的危险。由于皇帝不再需要军队去开疆拓土，因此他也默许军队人数下降，负责税收和管理军队的官员们，也同样受到了这种冷淡态度的影响”。查士丁尼末期开始的衰落期，在其继任者查士丁二世统治的十三年里（565年至578年）仍在继续，若按照莫里斯的说法，在查士丁二世统治后期，军队的堕落已经达到了灾难性水平。

关于《战略论》的成书时间，我们还可以推测得更加大胆一些。提比略·君士坦丁（Tiberius Constantinus，即提比略二世）接替查士丁二世继任皇帝之后（578年），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其主要的细节性工作被交到了两位高级军官手中，其中一位是日尔曼努斯（Germanus）之子查士丁尼，另一位就是莫里斯。按照记载，他们二人“矫正了错误的事情，用秩序替代了混乱，简言之，即让所有事情都走上了正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莫里斯正是在此期间将《战略论》当作一本改组帝国军队的指南发表出来。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该书的发表时间便是在579年，这一时间符合了上述的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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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金币上的莫里斯皇帝头像。这位皇帝对罗马军队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组，而其撰写的《战略论》也为后人研究6世纪罗马军队提供了极佳的参考

莫里斯和查士丁尼两位将军，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对拜占庭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莫里斯笔下的军队在组织和命名方式上，也与普罗科皮乌斯笔下三十年前的军队完全不同。虽然重甲马弓手（Chavallarios或Chontatos）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仍是帝国大军的战斗力核心，但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都采取了全新的组织方式。在查士丁尼皇帝时期，大规模部队并没有永久性的建制，普罗科皮乌斯将查士丁尼时代的基层部队单位称为“战斗群”，这一名称在改革中延续了下来。莫里斯将战斗群视作大规模军队的基层单位，保留了其原有名称，但更多时候却将其称为“营”（Tagma），另外，他还将营级部队组合起来，编成旅级或师级部队。六至八个营组成一支两千人或三千人的“旅”（Moirai）。三个旅编组在一起则组成一个拥有六千到八千人的“师”（Meros）。莫里斯还强调说，一个营的人数不能少于三百人，但也不应超过四百人，而各旅下辖的营数量不应相同，以防敌军仅凭清点军旗数量便能将自己所面对的军队数量掌握得一清二楚。后来拿破仑对于自己的各军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始终避免各军采用完全相同的编制。

一个拥有三百人到四百人的战斗群或营，由一位被称为“伯爵”（Comes）或“护民官”（Tribunus）的军官负责指挥。非常有趣的是，很多高级头衔随着时间推移都已经变得不再显贵了。例如在4世纪时，整个帝国中能够拥有伯爵头衔的，大概只有寥寥十几位高级贵族，他们每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手下也指挥着很多大队一级的部队。而护民官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该职位原本负责指挥拥有6000人的整个军团，可到了此时，这两个头衔不仅变成了近义词，而且所指代的也不过是校级军官了。另外，手下拥有七到八个营的旅级指挥官被称为“公爵”，要知道在4世纪时，公爵的权力和地位都是要低于伯爵的。

不过在莫里斯的著作中，并没有显示出由营组成的旅级部队是永久性单位。恰恰相反，他还提及军队指挥官在战争爆发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各营编组成旅，这一点也正是580年的罗马军队与后一个世纪的最大不同。到了那时，各营将永久性地与驻地绑定在一起，而永久性的大规模单位也将出现。

在这次改组之中，莫里斯所做出的最重要行动，便是对军队效忠对象的改革。原先罗马部队效忠于指挥官，而这一习惯又是从蛮盟部队扩散开来的。在改革之后，由于百夫长以上级别的军官都改由宫廷任命，军队也改为对皇帝而非其直接上级效忠。这样一来，师长、军长手中的权力和财产都不再对皇帝构成威胁，将军们的地位也已经降格成了皇帝的代表，而非拥有庞大家臣团的半独立王公。因此，士兵也不再将自己视作直接上级的家臣，而是真正成为帝国军队中的一员。

这项改革之所以如此成功、彻底，与帝国军队内部的蛮族士兵数量大幅减少有着直接关系。在查士丁尼后期，帝国的财政收入快速减少，而在其继任者统治下，这一情况也仍在持续。随之而来的，就是罗马军队中条顿佣兵数量的减少。这种情况与一首现代诗中“钱在哪，瑞士人就在哪”（Point d'argent，point de Suisse）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这些外族士兵要比本国士兵更为昂贵且独立性更强，一旦罗马人付不起他们的军饷，他们就会立刻消失。导致这一情况出现还有另一个原因——在组成查士丁尼手下蛮盟大军的民族中，伦巴第人迁徙到了其他地区，赫鲁利人和格庇德人则从历史中消失掉了。在改革时还剩下的最后一批外族部队已经衰落到了谷底，莫里斯在将他们并入其余部队时也没有带来什么军事性的危险。在莫里斯的著作中，外族部队以“蛮盟”、“精选军”（Optimati）、“家臣”（Buccellarii）等名称出现，其中前者似乎指代的仍是效力于自己首领的老式条顿辅助部队，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重甲骑兵。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曾告诉我们，提比略·君士坦丁为了维持蛮盟部队的数量费尽心机，他甚至花钱买下了罗马内外所有能够找到的条顿奴隶，赐给他们自由并将他们编入军队。提比略二世最终将蛮盟部队的人数增加到了15000人左右，而负责指挥他们的，正是被赐予了“蛮盟伯爵”（Count of Foederati）头衔的莫里斯。“精选军”似乎是从蛮盟部队中所挑选出来的精锐，从蛮族志愿者中间挑选而来，由于其地位十分重要，每人都拥有一名或者更多的“武装侍从”（Armati），后者地位与中世纪骑士手下的侍从相当。蛮盟部队中的“家臣”部队曾因部队的称呼而在拜占庭时代和现代历史学家中都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这些“家臣”是从蛮盟军队中精选出来的皇帝卫队，也就是近卫军中的蛮族部队，与1世纪近卫军中的巴达维亚大队（Batavian Cohort）地位相当。这些人直接效忠于帝国皇帝，视自己为皇帝的“伙伴”。如前所述，其组织结构源自于日耳曼人。西哥特法律中也曾用“家臣”一词来指代通过缔结誓言向主人效忠的部队，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这些人被称为“伙伴”。后来罗马人也采用了这种形式，像埃提乌斯、贝利撒留等著名将领都像哥特国王一样拥有大批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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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到6世纪时的拜占庭重骑兵，此时他们已经成为罗马军队的绝对核心力量

在帝国军队中，条顿部队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如赫鲁利人、东哥特人、格庇德人等已经被消灭的部落残部，以及一部分散落在外，不愿为自己国王效力的伦巴第人。在这些伦巴第人中，德罗克塔夫（Droctulf）在莫里斯的时代里最负盛名。此外，蛮盟部队中还包括一些所谓的“西徐亚人”，事实上就是匈人的残部以及从洽干大王（Great Chagan）那里叛逃而来的阿瓦尔人，从《战略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十分易怒。

拉丁语、希腊语和条顿语混用的情况，要比其他一切更能代表莫里斯时代东罗马军队的特征。此时拉丁语仍然是帝国的官方语言，《战略论》中的所有操典命令也都是拉丁语，但此时的拉丁语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些命令的词尾变型也是既有缺失，又有令人疑惑不解之处。而在这些幸存下来的罗马词汇以外，莫里斯也使用了4世纪至5世纪中由蛮盟引入的一批条顿词汇。最后，《战略论》一书中还存在大量希腊语词汇，其中一部分是由拉丁语转译而来（如“战斗群”一词），还有一些来自于古代典籍中的马其顿军事用语，剩下的词汇则是拜占庭人后来发明的。

事实上，当时帝国的官方语言也同样混杂不清，同一件物品经常拥有两个甚至三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来自于一种不同的语言。如莫里斯对于营级部队，既称“营”又称为“战斗群”，或者“战团”，旅长也一样拥有“旅长”和“公爵”两个名称。但总体而言，拉丁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三百年后利奥撰写的《战术论》中，所有名词都已经变成了希腊语。莫里斯的手下仍有很大一部分军队是说拉丁语的，这些部队招募自色雷斯、默西亚以及巴尔干半岛内陆，直到《战略论》成书数年时间后，这些行省也被斯拉夫人的劫掠所席卷，拉丁语才从东罗马帝国消失。莫里斯从不曾将拉丁词汇翻译成希腊语，而他的后继者利奥却这样做了。

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莫里斯在改组中还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在此有必要加以详述。在改革过程中，莫里斯非常急于打破自4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在人民中所建立起来的一道壁垒，即将纳税者和服役者一分为二，纳税之人不必服役，而服役之人不必纳税。由于帝国此时已经不能像查士丁尼时期那样雇佣大量的外族辅助部队来填充到军队中，招募更多本土部队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莫里斯希望帝国在军事问题上能够自给自足，所有兵源都应从国内招募。他写道：“我们希望所有年轻的罗马自由人都能够学习使用弓箭，而且随时准备好弓箭和两支标枪。”在他看来，只要人民掌握了使用兵器的技巧，他们也就会更愿意应征入伍。不过无论如何，如果莫里斯只是想以此作为推行普遍兵役制的第一步行动，那么他的盘算最后还是落空了。直到三百年后，利奥还在书中写下了相似的文字：“弓是最容易制造，用起来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因此我们希望所有城堡、乡间或城镇的居民，即所有罗马臣民都能够拥有一张弓，如果不可能的话，至少每个家庭也要拥有一张弓和四十支箭，并在开阔地、丘陵、隘路、森林等各种地形中加以练习。如果有敌人突然攻入我国腹地，在山地、隘路或森林小路中使用弓箭的人们，就能给侵略者予以沉重打击。敌人并不习惯不断派出支队去驱逐弓箭手，所以在进行劫掠时就不敢分散得太远。如果敌人不愿被拖在持续不断的弓箭游击中，我们就能保证大片土地不受敌军伤害。”


不幸的是，没有准确信息能证明这个旨在建立一套游击战体系的计划到底被执行到了什么程度，但按照我们所能够掌握的一部分信息来看，这项工作在很多地区中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总是能在史料中看到，各行省在没有常备驻防军时依然无力保护自己，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很多原先不承担兵役的行省，也开始为帝国军队提供兵源了。举例而言，“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在著作《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中曾提及岳父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Lekapenos）在位期间“计划招募伯罗奔尼撒部队远征伦巴第人，当时约翰（John the Protospathiarius）统治着那个省份。伯罗奔尼撒人提出上缴一千匹配有马鞍和马具的战马以及一森特纳尔黄金来替代士兵。在这一要求被同意后，他们很快便缴纳了上述马匹和黄金。科林斯（Corinth）大主教受命提供四匹战马，佩特雷（Patras）大主教也一样要提供四匹战马，每位主教则要提供两匹，所有大贵族都要提供三匹马，普通贵族也要提供一匹马。另外，较为富裕的修道院要提供两匹马，贫穷的修道院则每两座提供一匹。原本需要服兵役者每人交纳5枚金币，只有最贫穷者可以只缴纳两枚半金币。这样一来，战马和黄金便很容易地筹集起来了”。不愿打仗的希腊地区通常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缴纳后来被西欧人称为“兵役免除费”的贡金，而更尚武的亚洲人和北方人则绝不会如此。在很多边境省份中，经常出现当地人口拿起武器作战的例子，尤其以拜占庭帝国后期为甚。在亚美尼亚到卡帕多西亚的边境上，当地人显然非常依赖自身力量抵御外敌。而且，当地似乎采取了一种半封建式的永久性军事分封制度，这一现象在10世纪、11世纪时从撒拉逊人手中夺回的土地上最为显著，在这些地区，军事移民可以用武力换得土地。曾有一首奇怪但又有趣的诗歌，记载了10世纪一位居住在卡帕多西亚边境上的男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好战首领居住在城堡中，其属下的家臣则居住在周围的农村。这些人与西里西亚（Cilicia）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撒拉逊人不断地互相突袭。他们依靠着自己的强大武力，而非常备驻防军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从《战术论》关于围攻战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在边境城镇遭到围攻时，会依赖于当地公民来守城，并将他们派到先前就已分配好的前哨。只有某地居民被怀疑不忠时，利奥才认为该地的守备应由常备部队负责，公民则只能被分配到各支常备军中间担负辅助作用。关于亚洲地区曾建立普遍民兵制度的最明确记载，来自于卡卓努斯（Cedrenus）和佐纳拉斯（Zonaras）的著作，二人都曾提及君士坦丁九世在1044年不明智地减少了东疆各省征召民兵支援常备驻防军的义务。在那之前，这些行省都是以兵役来换得税收的优惠，而如今他们却被命令解散民兵，改为向国库缴纳金钱。

虽然东罗马帝国从不曾实行普遍兵役制，但至少莫里斯还是希望实行这项政策的。从他在位时开始，军队的所有兵员几乎都来自于帝国内部，而且所有民族也都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士兵，只有希腊人除外。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卡帕多西亚人、伊苏里亚人以及欧洲的色雷斯人被认为是军队中最好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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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与波斯的战争在7世纪初期曾导致罗马人丢失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甚至连君士坦丁堡都曾在626年遭到敌军围攻，直到希拉克略击败波斯人之后，拜占庭疆界才终于重新推进到叙利亚。图为一幅描绘626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的中世纪壁画



在《战略论》发布后，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下一次变革，来自于604年至656年间波斯人、撒拉逊人的迅猛入侵。提比略·君士坦丁和莫里斯所进行的战役比较幸运，他们击败了波斯人，而且也侵入了多瑙河两岸的斯拉夫人土地。可能是由于莫里斯削弱了高级指挥官们的权力和重要性，而且又实行了严格的经济政策，导致他在军队中并不太受欢迎。莫里斯最终在一次兵变中被杀，其继任者弗卡斯（Phocas）残忍却又无能，将帝国拖进了与波斯人最后一场，也是最具灾难性的战争中。从幼发拉底河到赫勒斯滂的整个东部都被波斯国王科斯罗伊斯（Chosroes）席卷。与此同时，斯拉夫人与阿瓦尔人的洽干也进入了帝国的欧洲行省。此时帝国看起来似乎气数将尽，希拉克略皇帝与他们苦战了六年之久，才终于拯救了帝国的命运（622年至628年）。但就在波斯战争刚刚结束，帝国恢复了旧有的疆界后，撒拉逊人发动了更为致命的入侵（633年）。希拉克略晚年见证了帝国永久性地失去了埃及和叙利亚，而他也不得不重新沿着托罗斯山脉（Taurus）为帝国建立了新的军事疆界。

直到659年之前，帝国与撒拉逊人始终征战不休。在这26年时间里，罗马全部军队都集结在亚洲边境上，与狂热的撒拉逊人进行着殊死搏斗。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皇帝在位时，也许是在这场漫长的战争过程中，但更可能是在战争结束后推行了一套最为重要的新式军事组织。此时各边境行省的疆界都已被波斯人和撒拉逊人摧毁，各省的民事政府也已经彻底失去了作用，只能永久性地实行军管，而这一职责也就落到了将军们身上。看到这一情况之后，君士坦斯二世或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那些尚未被敌军征服的地区重新进行了划分，并依照当时的军队组织结构，将原有的民事行政区划分为“军区”（Themes）。此时在小亚细亚地区服役的军队包括：在叙利亚等原有东方“教区”（Diocese）的军队，他们在希腊语中被称为阿纳托利亚人（Anatolichoi）；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的部队，通常被称为亚美尼亚人（Arminiachoi）；在危机时期从色雷斯被派往亚洲的部队，即色雷斯人（Thracesian）；残余的蛮盟部队则被统一称为“精选军”；帝国近卫军中的本土士兵和外族士兵被分别称为“扈从”（Obsequium）和“家臣”。在战争期间或结束时，这些军队被部署在了小亚细亚各地，或独立行动或被编入野战军。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很多军级部队已经成为永久性的建制。

7世纪中叶开始实行的新行省制度，将这些原本是为了方便征发给养或征兵而建立的军区永久化。一个军的指挥官，也成为当地行政机构的总督。各旅则被永久性划归给战争结束时该旅的所在地区。依照各个部队的名称和所在地区，新的地理区划和军队都得到了相应的军区命名，如阿纳托利亚军区（Anatolicon）、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con）、色雷斯人军区（Thracesion）、精选军区（Optimaton）、家臣军区（Buccellarion）、扈从军区（Obsequium）等，以上便是亚洲地区最初的军区划分。不久之后，亚洲又建立了一个新军区，其各种特征都与先前几个军区类似，只不过这个军区起源于舰队而非陆军。这就是西布里亚军区（Cibyrrhaeot），该地位于小亚细亚南部的卡里亚（Caria）至伊苏里亚之间，所统辖的土地仅包括山地与大海之间的狭长海岸。

西布里亚军区规模很小，就连拜占庭帝国后期的学者们都不清楚为何要在此处专门建立一个军区。君士坦丁七世在记录这些军区的情况时，认为这个军区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出于皇帝的玩笑，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情况是，设立该军区是希望以此作为帝国舰队的主要基地，保护小亚细亚南岸和通往爱琴海的航路。西布里亚军区是一个纯粹的海军基地，作为一块孤立的海岸平原，此处只能通过海路与外界联系。而这里可能也是属于帝国舰队的特别领地，即使当地拥有一些骑兵部队来阻挡撒拉逊人袭扰，其指挥权也肯定归属于西布里亚舰队司令。仅在利奥皇帝的《战术论》一书中，我们就能找到相关证据，书中说，在阿纳托利亚军区遭到攻击时，当地总督派出信使前往西布里亚，请求西布里亚舰队司令在撒拉逊人背后已被入侵的西里西亚登陆。在君士坦丁七世的年代里，位于首都附近的精选军区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了，统治该地的长官也已经换成了执事（Domesticus）而非将军。

以上就是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各军区，其欧洲的军区数量要比亚洲更少。在希拉克略时代，巴尔干半岛各行省已经被斯拉夫人彻底占领，不再属于罗马领土。在多瑙河以南可能只有三个军区——色雷斯军区、色萨利军区和希腊军区。除此以外，帝国西部还有另外三个军区，即西西里、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剩余帝国领土，只不过我们通常不将意大利领土称为军区，而称为拉文纳督主教区（Exarchate of Ravenna）。后来8世纪和9世纪的皇帝们又将东西方的军区都加以细分，最终使军区数量达到了三十个以上。

莫里斯的《战略论》年代过早，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军区和各地驻军的信息。但如果我们以“智者”利奥在军区制建立250年后写下的《战术论》为依据，就能够看到各军区的统帅手下通常会拥有两到三个师的兵力。一个骑兵师（Turma）通常人数在三千到五千左右，全军区的总兵力则通常在八千到一万两千人左右。不过无论如何，军区总督似乎是无法动员所有部队前往其他地区作战的，因为大部分步兵都要被留在当地负责防御性任务。按照利奥的估计，在相邻军区需要支援时，一个军区平均只能动员四千到六千名精锐骑兵前去支援，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在写给各军区指挥官的手册中则将这一数字确定为五千人，不过这一数字只包括最精锐的部队，其余老弱残兵或缺乏训练的骑兵则会被留在要塞中。这样一来，各野战骑兵师虽然兵力不多，但极为紧凑，能够应对艰苦战斗。在《战术论》的一个段落中，利奥说担负野战勤务的骑兵师下辖各营人数不应超过2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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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年和950年的军区变迁



正如同“军区”一词同时被用来指代地区和军队，军区下属的小规模部队也被分为团和师在各地驻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到诸如“卡帕多西亚是阿纳托利亚军区下属的一个师”或“凯法利尼亚（Cephallenia）是郎格巴迪亚军区（Langobardia）下属的一个师”这种说法。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论》中告诉我们，各防区的配置会经常调整，并重组为新的单位。举例而言，君士坦丁七世的父亲，即《战术论》的作者利奥，曾为了建立新的察拉西亚纳军区（Charsiana）而对东部边境进行了大范围的重组。君士坦丁七世写道：“察拉西亚纳原本是亚美尼亚军区的一个师，但在虔诚的利奥皇帝将其升级为军区之后，原先驻守在巴雷塔（Bareta）、巴尔巴登（Balbadon）、阿斯波纳（Aspona）以及阿卡尔库斯（Acarcus）等地的驻军即从家臣军区划到了卡帕多西亚军区。与此同时，欧多西亚斯（Eudocias）、圣·阿戈培（St. Agapetus）和阿帕拉西亚（Aphrazia）等地的军队也从阿纳托利亚军区划归了卡帕多西亚军区。”



“这七支部队，四支来自家臣军区，三支来自阿纳托利亚军区，在卡帕多西亚军区组成了一个新的骑兵师，称为柯玛塔（Commata）。而家臣军区同时则将迈里奥塞费隆（Myriocephalon）、哈吉奥斯·斯陶罗斯（Hagios Stauros）以及维利诺波利斯（Verinopolis）的驻军划入察拉西亚纳军区，再加上从亚美尼亚军区划过来的塔尔比亚（Talbia）和柯诺德洛马斯（Connodromus）驻军，合并成了察拉西亚纳军区下辖的萨尼亚纳师（Saniana）。另外，卡帕多西亚还将整个卡萨师（Casa）和恺撒里亚（Caesarea）、尼萨（Nyssa）两地的驻军都划给了察拉西亚纳军区。”


综上所述，察拉西亚纳军区包括了来自家臣军区、亚美尼亚军区和卡帕多西亚军区的各支部队，同时卡帕多西亚军区由于失血过多，也得到了来自家臣军区和阿纳托利亚军区的七个营补充。在此之后，家臣军区的兵力可能从三个师减少到了两个，亚美尼亚军区和阿纳托利亚军区则只受到了轻微削弱。由于有着卡帕多西亚军区和察拉西亚纳军区与撒拉逊人相隔，这些军区此时已经位于内陆，一定程度的削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利奥著成《战术论》，其子君士坦丁七世著成《帝国行政论》的年代里，帝国边境地带还出现了一些比军区更小一些的单位。这些地区是完全的军事地区，既不包含任何广阔的土地，指挥官也不享有任何民事权力。这些地区被称为“关隘”（Clissura，拉丁语为“Clausura”），通常包含一条重要的山地隘路和一座要塞以及相应守军。其指挥官被称为“关守”（Clissurarch），其职责与4世纪时那些“撒克逊海岸伯爵”（Comes Littoris Saxonici）相差不多。某些情况下，一个关隘中会包含多条隘路以及相当数量的守军，以至于君士坦丁七世奇怪为何不将这些关隘升格为军区。对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军官们而言，成为关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他们能击退斯拉夫人或撒拉逊人的突袭，为自己扬名立万，最终便有可能会成为军区司令。



第二节

拜占庭军队的装备和组织

[image: _0195_92]
◎中世纪壁画中的巴西尔一世（左）及其子利奥六世（右），后者所著的《战术论》一书详细记录了9到10世纪的拜占庭军队情况



莫里斯在578年的《战略论》一书中所记载下来的武器和组织体系，在900年左右利奥著成的《战术论》中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拜占庭军事体系卓越的持久性从此便可见一斑。在此之中，利奥关于盔甲、纪律、行军、宿营守则的章节只能算是《战略论》一书中相应章节的重修。倘若我们说《战术论》的这位作者只是抄袭前人，那对于利奥而言实在有些不公。尽管在军事上他是一位外行（他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年，却从未率军出征过），但却是一位颇具慧眼之人。在很多章节中，他都彻底重编了《战略论》中的内容，使其能够合乎时代需求。由于利奥在书的前言中坦诚地对其手下大将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的长处和功绩大加赞赏，后者在战争中使用的成功战术和新计策也被利奥反复夸奖，因此读者们很容易对利奥的坦诚产生好感。《战术论》一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要数有关军制、征兵、后勤运输以及与周边蛮族交涉的章节，这些方面也是利奥作为一位身居首都的战争管理者所必须精心关注之处。书中价值最小的部分，自然是那些介绍战略、战术的章节，其结构十分混乱，与其说是军事教材不如说是哲学论文。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缺乏对进攻战役的指导，这与利奥本人没有太多进攻精神，采取了守势国策的情况密不可分。利奥所考虑到的仅是如何去劫掠对方领土，而不是如何去征服它们，这位皇帝的最终目标也仅是守住疆界，而非征服邻国。只要我们将《战术论》通读一遍就能够发现，为何在利奥时代东西方局势都十分适合发动进攻之时，帝国却还是只能安守疆土。该书的另一个缺点在于论点缺乏事实例证支持，如果利奥能在书中用历史事件来为论点提供佐证，《战术论》的条理性原本会更加清晰。但是利奥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少，仅列举了福卡斯所打的几场战役以及巴西尔一世（Basil I）在日耳曼战役中的两个例证，另外，他还从莫里斯的《战略论》中错误地引用了查士丁二世在阿瓦尔战争中的一个事件。除此以外，书中就只有极少量来自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战例。作为读者，我们只能自行寻找例证，以证明利奥的结论是否正确。

在利奥的时代里，东罗马军队对于重骑兵的依赖仍不亚于莫里斯的时代。步兵仅是支援部队，在很多战役中甚至都不曾出场。似乎东罗马帝国步兵的作用仅限于驻守边境要塞、隘路，保护重要的战略中心以及在山地中进行小规模远征，而伴随骑兵一同进行野战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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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的拜占庭重骑兵，其装备可谓十分精良



重骑兵在莫里斯和利奥的时代，都会佩戴一个带有小型羽饰的钢制头盔，长锁甲从颈部一直覆盖到大腿，另外，他们还会穿着钢制护臂和铁靴。军官和前排骑兵的马匹都拥有钢制护额和胸甲，并配有牢固的马鞍和大号的铁制马镫，其中后者在5世纪开始出现，来源则并不为人所知。在天气炎热时，士兵们会在铠甲外面套上一件薄亚麻外套，在天气寒冷和雨天里则会套上一件羊毛的斗篷。在不使用时，两件外套就会被挂在马鞍两侧。重骑兵的武器包括一柄阔剑、一把匕首、一张骑射弓和相应的箭囊，以及一杆用皮带挂在背后的长枪，同时这杆长枪上装饰的小旗也能起到军旗的作用。作为刀剑的补充，一些骑兵还会把一柄战斧挂在马鞍上。头盔上的羽饰、长枪上的小旗和斗篷全都会使用同样的颜色，以作为各部队的标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拜占庭骑兵与其罗马前辈一样是拥有制服的，而不像16世纪前那些西欧军队一样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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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重骑兵，其枪尖上的飘带有识别单位归属的作用



能够忠实反映拜占庭军队的盔甲，而非抄袭古代作品的绘画十分少见，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在此列出两幅11世纪的手稿。这些手稿原属于恺撒里亚的西奥多所作的诗篇，如今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东罗马士兵的装备情况。这两幅手稿的年代为1066年，因此其中描绘的士兵形象和装扮应该与1071年在曼齐克特会战（The Battle of Manzikert）中那支不幸的军队相同。必须注意的是，画中的骑兵与利奥在900年时所记载的形象已经所有不同，其锁甲长度要比之前较短，而且头盔上也已经没有羽饰，只有一名位置靠前的骑兵头盔上还有一个很小的球形装饰。另外，画中的骑兵在身甲内还穿了一件长袍，腿上也穿着长靴。他们的小腿和小臂都没有装甲保护，但大臂和大腿都拥有由细长金属片制成的甲袖（Brassard）保护，这也是拜占庭大部分军队都使用的标志性盔甲。后一幅图中的马弓手没有甲袖，而是使用了无袖的身甲，这说明甲袖会干扰拉弓的动作。图中大部分头盔都是尖顶的，只有一名骑兵佩戴圆形头盔。所有盾牌都是圆形的，尺寸适中。其中还有几位骑兵背后飘扬着斗篷，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长枪、弓箭、战斧和铁锤。后一幅手稿中的骑兵似乎是在参与围攻作战。两幅画中的马匹都采用了轻型马镫，而且也没有像利奥在《战术论》中所提及的那样装备护额和胸甲。

[image: _0196_95]
◎中世纪手稿中的拜占庭骑兵



在那些不太流行弓箭的行省，利奥认为应该让征召步兵装备两支标枪和一面盾牌，直到他们学会使用弓箭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罗马人会先让新兵们使用弓力较弱的短弓，当他们的射技逐渐熟练后再更换弓臂更长、威力更大的强弓。士兵们在彻底掌握了这种新武器后，由于需要用双手来射箭，就会放弃使用盾牌。

与旧共和国时代一样，拜占庭骑兵通常在社会中拥有较高地位。在介绍如何征召骑兵时，利奥写道：“军区司令在从各地居民中挑选骑兵时，既不能选择太年轻者，也不能选择太过老迈之人，而必须选择那些强壮勇敢之人，而且他们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只有这样，他们在某地驻防或参加远征时才不会担心家中无人耕地糊口。另外，为避免因为主人在外征战导致家中受到损失，我们同意免除士兵名下田产除土地税以外的一切赋税。我们必须保证不让自己的同志（我们以此来称呼所有为我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英勇战斗的士兵）在征战时家中却因为财政压力而崩溃。”


拜占庭军队中的一部分士兵征召自拥有田产的军事移民，但大部分人还是从自由农民中募集的。而他们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则来自于拜占庭贵族中最负盛名的家族。利奥也曾写道：“在寻找足够多的既有财产又有勇气的贵族来领导军队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事能难倒我们。士兵们敬仰他们的高贵，而他们的财富也让他们能够时不时地给士兵们施以小恩小惠，使其在军队中更受欢迎。”东罗马帝国权贵家族中依然继承着真正的尚武精神，像斯克雷罗斯（Skleros）、福卡斯、布里恩尼乌斯（Bryennius）、柯尔库阿斯（Kerkuas）、科穆宁（Comnenus）等家族世代从军，在帝国军队中担任要职。只要跨出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这些贵族们便会将奢华和权谋置于脑后，成为一名热诚的专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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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拜占庭骑兵



由于所有军官和不少士兵都来自上流人群，他们在出征作战时也会带着数量可观的仆人和年轻奴隶，其余士兵也可以自行雇佣邑从。利奥十分认可这项传统，并认为如果一支军队中没有随营人员，很多士兵就要被派去执行一些如照料驮兽等琐碎的工作，导致战斗人员数量减少。另外，他还建议即使是较为贫穷的士兵们，也应该每四人或五人雇佣一位随从，如果可能就再添置一匹驮马来运输那些不适合让战马去背负的行李。虽然这些非战斗人员和驮兽会给骑兵部队的快速行动带来不少麻烦，但利奥认为只要他们能够保证士兵们身体健康，不被拖累，就完全能够弥补这一代价。在边境的沙漠地带行军时，士兵们所需要的食物和马匹所需要的草料都十分难寻，此时部队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随营人员了。这一点与在印度作战的英国军队十分相似。

利奥并没有像介绍骑兵那样详细说明步兵的装备和组织。不过我们仍能知道，拜占庭步兵被分为轻步兵和重步兵两种。前者与查士丁尼、贝利撒留的时代相同，几乎全都是弓箭手，只在少数几个不善射箭的军区里，弓箭手才会被标枪兵所代替。按照《战术论》的描述，一名典型的弓箭手身着齐膝长袍，脚下穿着宽趾钉靴，其箭囊中拥有40支箭，背后还背着一面小型圆盾，为应付近身战斗，腰带上还挂有一柄战斧。另外，帝国还会尽可能为这些弓箭手提供轻型身甲。由于书中并没有提及，弓箭手们显然也没有配备头盔，利奥只建议弓箭手们应将头发剪短，但对于头部防具则没有任何提及。

在查士丁尼时代被称为“重盾兵”（Scutatus）的重装步兵，在利奥时代配有一顶带有羽饰的尖顶头盔、一件身甲，有时还配有甲袖和胫甲。这些重步兵拥有一面大型圆盾、一杆长枪、一柄长剑，以及单面开刃的带刺战斧。每个营的盾牌和羽饰都会采用相同颜色。

[image: _0199_97]
◎《恺撒里亚的西奥多诗篇》手稿中的拜占庭骑兵和步兵



在《恺撒里亚的西奥多诗篇》的手稿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1066年时期的拜占庭步兵的典型形象。他们在长袍外穿着身甲，其中两人拥有拜占庭标志性的甲袖，另一人则完全依靠身甲延伸出来的袖子保护大臂而没有专门的甲袖。三人的头盔各不相同，一人佩戴尖顶头盔，一人佩戴顶部拥有球形装饰的老式圆形头盔，另一位则没有佩戴头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裸着头部的士兵却穿着一条锁甲裤，这一点与手稿中其余步兵或骑兵都不相同。在两位睡觉的士兵中，有一位穿着皮裤，而两人都穿着高筒靴。他们的投枪较长，佩剑则比较短粗。另外，三人之中有两位使用圆盾，与利奥的描述相同。但另一位使用的却是椭圆形盾牌，其正面绘有两道条纹。此外，三人中有两人穿着系在颈部四周的短披风，另一人则没有披风。

[image: _0200_98]
◎拜占庭营地（一）



与骑兵相同，拜占庭步兵背后也会跟随着相当规模的行李纵队和随营人员。按照规定，每十六名步兵拥有一辆用来携带口粮和箭矢的车仗，此外还有另一辆车仗用来运载一架手磨机、一柄斧子、一套铁锯、一把砍刀、一个筛子、一把木槌、两把铁锹、两把锄头、一个大柳筐、一口铁锅以及其他宿营用品。除去这两辆货车以外，这一组士兵还会拥有一匹驮马，这样一来，如果步兵们必须要将行李纵列抛在身后进行强行军或执行其他任务，这匹驮马就可以为他们携带八到十天的口粮以备食用。这两辆货车和一匹驮马至少需要两个随营人员来照看，因此每个步兵营都会拥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辆辎重车中的物资使每个“百人队”（实际为160人）拥有20把铁锹和20把锄头用来挖掘工事。与古罗马相同，拜占庭人也会为营地精心设防，以防止敌军偷袭。

[image: _0200_99]
◎拜占庭营地（二）



在拜占庭军队的前卫中，总会伴随有一队被称为“测绘组”（Mensores）的工程师。在夜幕降临时，他们会用木桩和绳索圈定军队驻扎的地点。它们不仅要圈定营地的轮廓，同时也要安排好每支部队在营地中的位置。当主力部队到达后，由车仗和驮马组成的行李纵列就会被安置在设防营地的中央，步兵则会沿着测绘组留下的绳索挖掘战壕，每个营都要担负规定好的一部分挖掘工作。与此同时，在距离营地较远之处还会设立一道警戒线，而所有不参与掘壕工作的士兵都要紧握着武器。这样一来，除非警戒线松懈大意，否则敌军便不可能偷袭拜占庭营地。通常而言，车仗也会依照车城的形式被布置在壕沟内部，以构成第二道防线。如果此时与敌军的距离尚且较远，大部分步兵就会驻扎在战壕以外，而只留下骑兵在营地内过夜。但在与敌军距离较近时，所有步兵和骑兵就都会驻扎在营地内，步兵居于外围，骑兵则在步兵防线以内。之所以采取这种部署的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免骑兵被夜袭骚扰。由于作战前必须先给战马配鞍，骑兵在面对偷袭的威胁之时远比步兵更加脆弱。

[image: _0201_100]
◎拜占庭军队中的医疗人员



拜占庭军队的编制极为完善，军队中不仅包含工程师和行李纵列，甚至还拥有一支医疗纵队。每个营都会拥有一名医师和一名外科医生，以及六到八名专门负责将伤兵从战场上抬下来进行医治的救护员。救护员手下专门配有几匹驮马，它们的两个马镫全都被安置在一侧以便驮载伤员，另一侧则可以携带一个大号水囊。救护员对于拯救士兵而言有着很高的价值，拜占庭军队甚至允许他们向身负重伤者收取将其救出战场的酬劳。

现在我们应将目光转向拜占庭军队的战术。我们所要注意的首要之处，就是骑兵占据了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步兵则只负责在山地、隘路等骑兵明显不敷使用的环境下作战。虽然步兵仍会经常伴随着骑兵出征，但抵达战场后，骑兵就会单独行动，而不再依赖任何步兵的支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步兵当时的名声已经跌入谷底，更重要的则是拜占庭人在欧洲和亚洲所面对的主要敌人，都是像突厥人、马扎尔人、帕济纳克人和撒拉逊人等纯粹的骑兵部队，如果这些部落入侵到帝国境内，步兵根本不可能跟上他们。通常情况下，在收到突厥人或撒拉逊人前来突袭的消息后，当地的军区司令就会派出所有步兵去占据山地隘路或大河的渡口，以便阻止敌军退却。在此之后，他就会单独派出骑兵去追击入侵者。我们可以从利奥在《战术论》中的说法推导出这套行动模式，而在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登基称帝后，为亚洲边境驻军所颁布的指导手册中，对此更是有着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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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拜占庭重步兵



如果步兵与骑兵在战场上一起行动，那么拜占庭人所要面对的敌人通常就是斯拉夫人、法兰克人等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或是撒拉逊人发动的一次正规入侵，而不仅仅是劫掠支队。在常规的拜占庭战术中，步兵会被布置在战线中央，骑兵则会被布置在两翼，另外还会在后方布置第二条战线作为预备队。依据不同情况，步兵营会以16排或8排的纵深排列，极少数情况下也会排成4排。在步兵中，重盾兵会被部署在中央，弓箭手和标枪手则位于两侧。在可能受到骑兵冲锋或敌军重步兵攻击时，轻步兵就会退到重盾兵背后寻求掩护，就好像是一千年以后，16世纪至17世纪那些躲在长矛兵背后的火枪手一样。各步兵营也会视情况排成一道或两道战线，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整个营纵深为16排或8排，后8排或4排士兵就会站立在原地，前8排或4排士兵则会在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后停下来。在防御性会战中，由步兵组成的中央通常会被布置在距离营地较近之处，背后由营壕和守营人员防守的车阵保护。如果军队前进到距离营地较远之处并采取攻势，步兵就会组成两道战线。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可能会命令各旅将一部分步兵营排列在第二线，或如同前述的那样将所有步兵营都一分为二，前后互相保持着300码的间隔。拜占庭军队从不会只排成一道战线，所有拜占庭学者也都在关于会战战术的著作中对单线战术大加批判，只有在无论如何都必须排出一条与对方长度相等的战线时，拜占庭人才会以此作为绝望情况下的最后手段。

在冲锋时，拜占庭步兵会排成16排，弓箭手和标枪手退到重盾兵背后，重盾兵则会接到命令组成密集队形，第一排士兵互相将盾牌连结起来，第二排和后方各排则将盾牌举过头顶，组成与古罗马“龟甲阵”相似的阵型。后方的弓箭手仍会尽其所能地越过前方友军头顶向敌军射击。在进抵距敌方仅有几十步的距离后，重盾兵会像古时的罗马军团步兵一样将投枪掷出，之后就拔出刀剑或者战斧与对方进行肉搏。拜占庭步兵所依赖的主要武器也就是这些短兵器，而非长枪。如前所述，一个拜占庭步兵师在冲锋时，其战线中包含着数个小型纵队，各纵队人数在250人至400人之间，互相保持着一定间隔。各步兵师人数在2000人到6000人之间，下辖的步兵营数量也在5个到12个不等，这也是拜占庭军队的一个明确规定，要求各师必须保持不等的规模，以确保敌军无法单靠清点各师军旗数量就获悉帝国军队的实力。无论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强弱，在前进时都会排成两条战线。其中第一线被称为“战斗线”（Cursores），第二线则被称为“预备线”（Defensores）。

只要战场的地形可供骑兵行动，拜占庭步兵两侧就肯定能够得到骑兵掩护，因此步兵们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侧翼，但另一方面，其背后可能会遭到完全绕过了己方侧翼的敌军骑兵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线的预备队就会调转方向面对后方，也就是说，在不得不同时注意前后两个方向的时候，各营会依照上述方式，组成所谓的“双重方阵”（Difalangia），后方的八排士兵会收到“向后转”的命令，转向后方，而前半个营则依旧面对前方。

如果在山地、隘路等骑兵无法行动的地区作战，重盾兵会被排列在步兵中央，轻步兵则位于两侧靠前的位置，组成一个向内凹的新月阵型。这种阵型对于守卫隘路而言十分适用，重步兵横跨道路，弓箭手和标枪手则尽量向内转，靠近重步兵所在位置，以便射击强攻道路的敌人。利奥认为在防御林地隘路时，应更多依靠在短距离内更加有效的标枪手，而在防御山地隘路时，则应该更多依靠在远距离上更占优势的弓箭手。

[image: _0204_102]
◎拜占庭重步兵



东罗马帝国中的骑兵战术发展得要远比步兵战术复杂得多。如前所述，骑兵是军队中的主力部队，在步骑混合部队中，骑兵的数量往往能够与步兵相等甚至更多。在骑兵占据多数的情况下，利奥建议军队的第一线应完全由骑兵组成，而步兵则作为预备队布置在第二线。尼西弗鲁斯·福卡斯于965年在塔尔苏斯（Tarsus）城下获得大胜之时，就采取了这种阵型。很多时候军队中根本没有步兵，而完全由骑兵组成。利奥的《战术论》和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的指导手册都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而且两本书中也都有关于如何统帅骑兵部队作战的详尽指导。由于这些章节代表着拜占庭战争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结果，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

东罗马帝国骑兵在战场上，一定会分成以下四部分：第一线为战斗线；第二线为支援线；第二线后方部署有一支小规模的预备队；两翼外侧会部署一些小型支队，一部分用于迂回对方侧翼，一部分用于保护自己的主力部队。至于这四部分的数量比例，第一线通常会占据超过三分之一（大约为八分之三），支援线人数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预备队人数为全军十分之一，侧翼的支队则占据总人数大约五分之一。

[image: _0205_103]
◎两个拜占庭师的阵型实例



在《战术论》的一幅插图中，利奥为骑兵阵型举了一个实例。他假定东部边境的一名军区司令追击着一支大规模的撒拉逊劫掠部队，强迫对方与自己进行会战。在将所有体弱的士兵和战马留在后方，并派出了一部分必要支队后，指挥官仍保留在手中的兵力为两个不满编的骑兵师，每师由两个旅组成，每个旅则包含五个营。各营的兵力此时已经减少到了200人至250人，但所有士兵都是精兵。因此，整支军队的总人数仅有4600人。如果按照两个满员的骑兵师来计算，其战斗部队人数将达到6500人至7000人。

以下为其具体的阵型布置：

一、在这支军队中，第一线由三个拥有500人的分队组成，每个分队包含两个250人的骑兵营。各分队之间仅保留最小距离的间隔，因此实质上是组成了一条连续的正面。两位师长中较为资深者，也就是军队中地位仅次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官，带着自己的棋手、卫队和号手位于战线中央，负责指挥第一线。六个骑兵营各自向前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全都是马弓手）作为散兵，其余部队则原地不动，等待冲锋开始。

二、第二线由四个营组成，即1000名骑兵。他们不会像前方的战友那样组成一条连续的正面，而是会互相相隔一箭射程的距离。这三个空当是为了在第一线被击败后，供其撤退而预留的通道。全军总司令带着100名卫兵和全军的总战旗位于第二线中央，不过其位置并不会固定在这里，而是会根据需要前往任何地点。为了让第二线看起来也像战斗线一样坚实，还会有少量骑兵排成两排布置在各营中间的空当里。

三、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两个不满编的骑兵营（各有200人）会被部署在第二线侧后方（并非正后方）。

四、侧翼支队位于战斗线两侧稍稍靠前的位置。右翼为一个200人的不满编营，负责在双方战线交汇后迂回到对方左翼。左翼也会布置一个200人的不满编营，他们的任务则是防止敌军进行类似的迂回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假定双方军队都会从自己的右翼去迂回对方左翼，也就是难以挥舞武器的左手方向。

五、在远离上述军队的左右两翼，还会分别部署两个不满编营（即各400人）。他们负责进行大范围的迂回行动，利用树林、低地和山丘的掩护对敌军背后发动奇袭。

全军总人数分配可见下表：



	所在位置
	营数
	人数



	第一线
	6个营
	1500人



	第二线
	4个营
	1000人



	第三线
	2个营
	500人



	迂回部队
	1个营
	200人



	反迂回部队
	1个营
	200人



	侧翼部队
	4个营
	800人



	将军卫队
	半个营
	100人



	第二线填充部队
	一个半营
	300人



	总计
	20个营
	4600人




照笔者估计，第一师的十个营会组成第一线和侧翼部队，第二师则会被布置在第二线、第三线和其余的小规模支队中。不过这一点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

骑兵营在会战中会排成八到十排纵深，但利奥认为这样的队形过于厚重。在他看来，理想状况下的骑兵队形纵深应该是四排。但他也承认，在实际战斗中，指挥官应将骑兵至少排成八排，最可靠、稳定的阵型则是十排。

上述战斗序列理应得到最高的赞赏。该阵型能够提供骑兵部队在战斗中所必需的连续冲击能力。在所有拜占庭骑兵逐步投入战斗的过程中，总计能够对敌军进行最多五次攻击。第二线预留出来的空当，完全可供第一线被击败时退到后方，而不至于引发全军混乱，另外，预备队和各侧翼支队所发动的冲锋，也不会针对敌军中央，而是会针对敌军最暴露、最易受攻击的侧翼。与此同时，第二线也将在第一线撤退后掩护正面。我们现代的骑兵部队，也在总结了现代战争经验后采用了极为相似的队形。

在整个阵型中，唯一值得怀疑的便是在第二线各营空当中的两排骑兵，利奥希望用这些骑兵来迷惑敌军，让他们认为第二线同样是一条极为坚固的连续战线。如果第一线被对方击败，这些骑兵就会后退到第二线后方，即位于第三线的两个骑兵营中间，以便将空当让出来供第一线骑兵撤退。另外，他们在退到后方后，还会成为撤退骑兵的集结点，被击溃的骑兵将在他们两侧重新集结起来，可是在实际情况下，在前方败兵杂乱无章地向后退却时，这两排骑兵在退到第二线后方的过程中就可能已经被败兵所冲乱，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些骑兵非但不能成为败兵的集结向导，反而会被败兵冲散，在混乱中与败兵一同退出战场。只有最老练、冷静的部队，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后退行动。可是话虽如此，在接下来所要讲述的几个拜占庭骑兵战术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骑兵确实非常善于重整旗鼓，再次发动冲锋。



第三节

拜占庭军队的战略和战术

我们之前已经提及，在东罗马帝国的军事书籍中，关于组织、装备和战术的章节总是要比关于战略的章节写得更好。一向对东罗马帝国带有歧视成见的吉本曾说拜占庭人之所以写这些书，是为了教导将军们如何避免失败，而非如何获得胜利。这种嘲讽有一部分也确实是正确的，拜占庭军事战略的取向总是很被动，几乎全是守势，很少会去采取攻势。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军事手册也确实是为满足这些情况和需求而写的。600年至800年间以及1050年至1453年间，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在帝国存亡的重压之下，无法采取攻势在境外作战。而在希拉克略与波斯人所打的几次战役（622年至628年）和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征服西里西亚的战役中（964年），东罗马将军们也还是无法对敌国领土进行大规模入侵。虽然他们经常在战术层面上采取攻势，但目的也仅限于夺回自己的领土，而非占领邻国土地。总体而言，这几个世纪拜占庭军队的全部任务就是防止撒拉逊人占领小亚细亚，阻止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突厥人占领巴尔干半岛以及阻止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占领意大利军区。在以上三个主要战场中，以第一个最为消耗国力。在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Abbasside Caliphate）衰落后，东罗马帝国便迅速重整旗鼓，重新成为一支极具侵略性的征服力量。西里西亚、叙利亚北部和亚美尼亚都被拜占庭人占领，直到多瑙河南岸的巴尔干半岛也被他们重新征服，另外，拜占庭人还对西西里发动猛攻，试图将其夺回。可是，我们所能读到的军事手册却几乎完全属于那些帝国军队呈守势的年份。如果巴西尔二世的年代里也有一本利奥《战术论》那样的著作，其价值将无可估量，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古籍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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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至950年间的拜占庭疆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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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壁画中拜占庭皇帝击败保加利亚人的场景



拜占庭军事战略以守卫疆土而非攻击敌人为主要目标，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限制，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中世纪早期东西欧对于军事问题的看法为何完全不同。在拜占庭，虽然军人也一样十分骄傲自豪，充满着宗教热情，但却并不像西欧那样崇尚骑士精神。东罗马军官们骄傲于自己的勇气、精力和军事素养，认为自己肩负着保护基督教不被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毁灭，保护帝国的传统文明不被野蛮人毁灭的荣耀。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反感那些古罗马人使用得十分纯熟的诡计和权谋。然而由于骑士精神的存在，西方的条顿王国对于诡计十分蔑视，这是他们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他们的最大弱点。在君士坦丁堡，勇气只被看作是获得胜利所必须的条件之一，而非战士的唯一最高美德。对东罗马帝国的将军们而言，在不与对方进行大规模会战的情况下取得战役胜利，才是战争最划算、最圆满的结局。在他们看来，在完全能够通过计谋来获得同样的结果时，却还要去花费大量物资、金钱以及牺牲老兵们的宝贵生命进行会战是极为荒谬的。马尔伯勒（Marlborough）在1706年仅损失60人的情况下便切断布拉班特（Brabant）交通线的行动，以及威灵顿（Wellington）在1813年将法军从杜罗河谷（Douro Valley）赶走的行动，在拜占庭人眼中要远比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或者塔拉韦拉（Talavera）那样的血腥会战更值得尊敬。他们并不认可那种会带来无谓牺牲的好战狂热，并认为那只是头脑简单的蛮族作风，对于任何自认为有大将之才的军人都是致命缺点。与此相对，他们对于诡计、伏击、诈败等策略有着相当的偏爱。对于那些在没有确保自己已经占据所有优势的情况下便与敌军进行会战的将领，拜占庭人是非常看不起的。当然，我们也绝不应该因此而轻视拜占庭人。毕竟，他们只能凭借手中相对少量的高素质部队来对抗狂热的撒拉逊大军或突厥、斯拉夫等蛮族部落，因而必须用技巧来弥补数量的不足。如果在拜占庭出现一连串像西方王公那样鲁莽无谋的皇帝或者统帅，整个帝国在五十年内就会被彻底毁灭。给东罗马帝国带来最沉重损失的，正是两位勇而无谋，无论情况适当与否都会逢敌必战的马上皇帝——在曼齐克特会战中失败被俘而输掉了整个小亚细亚的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Diogenes），以及在匈牙利和亚美尼亚的胜利中将帝国最后的军事资源全部挥霍一空的游侠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Comnenus）。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在拜占庭的战史中，军人们似乎并不仅仅是蔑视鲁莽和蛮勇。现代将军们对于战争规则的执行，并不总是坦率而光荣的，但他们也不会以这些恶行为荣，并将这些行为记录下来作为先例教导后人。而我们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证据不仅体现在编年史中，甚至从《战术论》的一些章节中也可以找到），东罗马人对于自己某些过分“聪明”的诡计和把戏似乎并不感到羞耻。利奥本人就曾以一种自豪与聪慧的口吻建议道，如果己方正在与邻邦谈判，而指挥官并不打算与对方缔结和约，那么就要用最温和的辞藻来麻痹对方直到最后一天为止，让对方误以为自己已经能够得到想要的和平，然后突然发动远征攻击敌军。他还建议指挥官去收买对方将领。另外，利奥还说将军们可以使用两种在那个时代便已有一千年历史的计策：其一是给对方军官送去书信，在内容中影射此人已经变节，并故意让这封书信落入敌军统帅手中，使后者对手下副将们产生怀疑。第二种办法则是在对方境内制造谣言，声称某位重要人物在暗地中帮助罗马人，同时军队在行动中也不去侵犯他的田产，以增加谣言的真实性。此外，利奥还建议将军们应在会战前谎称其他战区已经取得胜利，以此来鼓舞己方士兵的士气。另一个把戏不仅在拜占庭时代，而且在后世也十分常用，即以某些无谓的琐事作为借口，派出使者造访敌营，探查对方的人数和意图。虽然现代仍有将领会使用这些诡计，但在公开出版的战争艺术手册中已经因国际公约而删除了这些内容。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记录这些诡计的章节中，同样也记录了大量正直、公正的规定，如：不得违背和约、破坏休战；不得伤害使者；不得虐待女性俘虏；不得屠杀非战斗人员；不得残暴对待或羞辱勇敢的敌人等。上述那一少部分不道德的诡计，并不能掩盖拜占庭军事战略的优越性。在10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艺术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真正优秀的军事体系。西方国家直到16世纪甚至17世纪，才能像罗马人那样训练自己的军官。即使东罗马帝国军事教科书中记载了一些近似于欺诈的诡计，我们也必须记得，它们仍然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所使用的诡计更加人道。

我们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拜占庭军队的效率，而非其战争习惯的道德性。因此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其军队的战略和战术。

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官方名称）的将军们非常自豪于他们知晓在面对帝国东西方的各种敌人时，应如何使用最为适宜的战术来应对敌军。莫里斯在《战略论》中记载了波斯人、阿瓦尔人和伦巴第人的作战方式，并给出了应对方法。三百年后的利奥在书中用法兰克人、撒拉逊人、斯拉夫人和突厥人替代了那些帝国早期的敌人。利奥介绍这些敌人的章节，要比莫里斯书中的相应章节更加详尽有趣。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详述，以便阐明拜占庭将军们所要面对的各种敌人，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敌人时所采用的不同办法。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艺术而言，这也正是关键所在。

利奥写道：“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胆大妄为，虽然伦巴第人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但他们仍认为哪怕向后方进行最小限度的运动，就是耻辱的行为，而且只要你排开阵势，对方就一定会和你进行会战。在他们的骑士无法骑马作战时，他们就会下马步战，背靠着背来抵挡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而不会选择逃跑。由于手持阔剑、长枪、盾牌的法兰克骑士只要冲锋起来就不可阻挡，因此在将所有优势都握在手中之前，应尽量避免与他们会战。你应该利用他们缺乏纪律、秩序混乱的缺点。由于缺乏组织和训练，无论是步战还是骑马，他们在冲锋时都会组成笨重的密集队形，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灵活的机动。敌军虽然会将同部落、同家族的人或首领的亲兵会分别列在一起，但与我们营、旅、师层级分明的组织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只要对他们的侧翼或者背面进行奇袭，敌军就会立刻陷入混乱。而由于敌军对于警戒线、哨兵以及勘查战场地形的忽视，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



他们的营地也一样混乱不堪，而且没有设防，因此很容易通过夜袭来击溃敌军。相比之下，通过诈败将他们引入埋伏之中要更为有效，因为他们太过性急，每次都会陷入罗网。不过，对付他们最有效的战术，可能是拖长战役时间，将他们引入山地或废土之中，由于他们并不在意后勤补给的状况，等到给养耗尽后，其勇气也会灰飞烟灭。他们对于饥渴毫无耐力，只需少数几天，士兵们就会四散奔逃，尽可能把军队里有用的东西偷回家去。因为每一位贵族都认为自己不逊于他人，军队对指挥官也毫无敬意，在发生矛盾时甚至会故意违背命令。另外，首领们也是很容易收买的，只需要不太多的金钱就能够破坏他们的一次远征。因此总体而言，通过游击战在旷野中拖延战役长度，切断对方补给等手段，要远比通过一次决战更容易击败法兰克军队，而且也更加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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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法兰克骑兵。利奥知道西欧骑士有勇无谋，但冲锋起来却所向披靡，因此在《战术论》中也对此专门设定了应对战术

在这一段精辟的总结中有两个十分有趣之处。从这些描述拜占庭大敌的文字中，我们能够勾勒出一支9世纪或10世纪西欧军队的轮廓，而这正是在封建骑兵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时代。不仅如此，这段文字还显示出了拜占庭战争艺术的一些显著优势和弱点。在一方面，我们能够认为利奥的教训是实际而有效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经验完全是建立在帝国军采取防御态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这套办法的实用性，肯定是要打折扣的。拜占庭的显贵早已放弃了重新征服意大利的念头，只求守住卡拉布里亚军区（Calabrian Theme）和郎格巴迪亚军区。因此在军事战略中，偏重于谨慎而非进取。利奥笔下的那些诡计和把戏，也致使法兰克作家们将拜占庭人描述得极为阴险懦弱。在法兰克人眼中，通过伏击、夜袭或奇袭等方式获得胜利是卑鄙的。而东方的皇帝们正是凭借着这些计谋，在四百年时间里抵挡住了伦巴第公爵和法兰克皇帝们的进攻，牢牢将意大利军区握在手中。

利奥建议将军们抵抗“突厥人”
[1]

 的办法，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都与对付那些西方民族的办法完全相反。突厥人的大军是由数不胜数的轻骑兵部队组成的，他们携带着标枪和弯刀，但他们最依赖的武器还是弓箭。这些轻骑兵非常善于运用各种伏击和诡计，而且利奥还提及他们会对四周进行巡逻并设立警戒线。在会战中，突厥人不会组成密集队形向前推进，而是分成小股部队，环绕在敌军正面和侧翼，不断发射箭矢，只有在看到不错的机会时才会发动小规模冲锋。在相对开阔的战场上，他们很容易被拜占庭重骑兵冲垮，因此利奥也建议诸将在与突厥人交战时要尽快与对方接战，绝不要在远距离上与对方进行互射。另外，突厥人无法击溃组织严密的重步兵，而且由于步弓要比马弓更大、射程也更远，步弓手更是他们的天敌。突厥人的马匹很容易被对方射倒，而一旦下了马，这些从不以步战闻名的草原牧民便无计可施了。综上所述，与突厥人交战的拜占庭将领们应尽快抓住机会，与对方进行白刃战斗。与此同时，他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侧翼，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河流、沼泽或者隘路来保护自己的背后。拜占庭将军应将步兵排列在战线正面，将骑兵部署在两翼，绝不能让二者脱节。骑兵在胜利后的粗心之下对敌军进行追击的行为也必须被禁止，因为突厥人很可能重整旗鼓，掉过头来击败秩序混乱的追击者。只要能够将活力和谨慎合理地结合起来，就足以击败一支突厥大军，因为在正面会战中，他们完全不是帝国铁甲骑兵的对手。如果西方十字军们阅读过这段文字，四代人的命运都有可能因此获救。十字军所遭遇的每一次失败，几乎都违反了利奥所订立下的原则，或落入对方伏击，或是追击过急，又或是步兵与骑兵脱节，要么就是在侧翼和后方没有掩护的战场上与敌军战斗。在另一方面，拜占庭人在与击败了很多西方军队的马弓手们作战时总体战绩十分成功。确实，罗曼努斯四世因鲁莽而招致了曼齐克特会战的灾难性惨败，给帝国造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但除去少数几个例外，东罗马军队在面对突厥人时战绩仍然相当出色。阿莱克修斯一世并非一位军事天才，却能够屡次击败帕济纳克人，他的儿子和孙子也从塞尔柱王朝（Seljouk）那里夺回了半个小亚细亚，甚至到了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史称“拉丁征服”）后，拉斯卡里斯（Lascaris）和巴塔佐斯（Vatatzes）仍能抵挡住突厥人。要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原先那些突厥部落的马弓手，而是奥斯曼帝国纪律严明的禁卫军（Janissaries），正是他们后来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了致命一击。

利奥在书中记载的第三类民族是各支斯拉夫部落，即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等，他们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利奥在书中针对他们所花费的篇幅，要远比先前两种敌人更少。他指出，自从斯拉夫人在其父巴西尔在位期间改信基督教，达尔马提亚（Dalmatian）和波斯尼亚（Bosnian）的斯拉夫人又于869年与帝国签订条约，成为东罗马名义上的属国后，斯拉夫人便没有再生祸事。他们是纯粹的步兵民族，只有在山地中才能战无不胜。在那里，他们的弓箭手、标枪手可以在敌军无法接近之处从远距离骚扰入侵者，枪兵也可以突然出现，打击敌军行军纵队的侧翼和后方。拜占庭人只要小心防范，应对这些骚扰便不成问题。如果斯拉夫人进行劫掠行动时与拜占庭人在开阔平原遭遇，由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纪律观念，而且除去一块大圆盾以外便没有任何盔甲，斯拉夫人很容易被东罗马帝国的骑兵击败并彻底消灭。虽然俄罗斯人此时已经出现在欧洲边缘并开始劫掠黑海沿岸各军区，但利奥并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如果这位皇帝能够在书中花费一个章节来写下应对俄罗斯人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研究俄罗斯人早期战法时就会拥有更多有趣的细节了。六十余年后，当约翰一世（John I Zimisces）与俄罗斯人作战时，后者已经采用了瓦兰吉卫队所使用的战术和盔甲，看起来更像是北欧民族而不是南方的斯拉夫人。他们在战斗时身穿锁甲，手持风筝形的大盾和战斧，其组织良好的密集纵队经常能够击退骑兵冲锋。英勇的约翰一世付出了巨大努力，才率领精锐的近卫骑兵突破对方坚强的阵型，而这场多罗斯托隆会战也是拜占庭军队打得最艰苦，且最值得称赞的一场胜仗（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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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的拜占庭军队。由于罗马人始终保持着古代的严明纪律和灵活战术，因此在面对任何敌军时，都有办法应对

关于撒拉逊人的章节是利奥花费最多篇幅，也最有趣的部分。尼西弗鲁斯·福卡斯手下一名亲信军官，也曾在其主君死后的980年左右写过一本《战争观察》（Perí Paradromís Polémou
 ）来记载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的战争原则和实践经验，其中的大量细节也可以作为对利奥著作的补充。《战争观察》本质上是一本关于如何治理东部边境军区的军事教材，记载了大量抗击撒拉逊人劫掠的办法以及对撒拉逊土地进行报复性入侵的必要准备工作。与利奥的著作不同，该书给出了大量的战争过程和历史例证，而并非局限于简单的原则，因此也显得极具价值。

只有最谨慎、最能干的将军，才能对付帝国最强大的敌手撒拉逊人。利奥写道：“在所有蛮族中，撒拉逊人在军事行动中是最明智谨慎的。”如果想要把“野蛮的撒拉逊异教徒”赶到托罗斯山脉以东，那些必须面对他们的拜占庭将领就必须在战术和战略两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手下士兵也必须具有良好的纪律和勇气。

在哈立德（Khaled）和阿姆鲁（Amru）率领下于7世纪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既不是因为武器有多么优秀，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有多么合理。在宿命主义驱使下表现出的狂热勇气，使他们完全能够与装备更优秀、纪律性更强的部队作战。这种情况就好像是苏丹人（Soudanese）鼓起勇气来面对我们今天装备了后膛枪的步兵一样。只要记得英国步兵的四方阵是如何被苏丹人的猛烈突击所攻破之人，就一定不会怀疑希拉克略手下那些仅以长矛、刀剑武装的军队是否会被早期哈里发（Caliph）们手下的撒拉逊大军摧垮。

小亚细亚之所以没有遭遇和波斯、西班牙相同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罗马的军队和希拉克略家族。不过当第一波伊斯兰信徒们横扫各地之后，普通撒拉逊人也逐渐开始定居在新的家园中，并立刻从被自己所打败的民族那里学到了经验。在此期间，拜占庭军队就成为哈里发们所学习的榜样。利奥曾说：“在大部分军事技术方面，他们都效法罗马人，无论是装备还是战略。”与东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一样，哈里发们也依靠重装的枪骑兵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与6世纪那些轻装的乌合之众不同，此时撒拉逊人已经配备了头盔、锁甲以及胫甲。不过在正面作战时，撒拉逊人和撒拉逊战马仍有着一项劣势，即体型相对他们的拜占庭对手而言要更小一些，在互相冲锋时很可能会被对方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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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逊马弓手



到10世纪时，撒拉逊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战争艺术，而他们所写作的一些军事著作也幸存至今，只不过没有一篇的写作年代能够远及利奥所处之时。在围攻和建造工事方面他们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水平，而且也学会了如何为营地设防并设立岗哨和警戒线。不过撒拉逊人从不曾建立一支大型常备军，也从未真正懂得训练和组织的真正价值。在撒拉逊军队中，只有王室卫队是常备军，其余部队则都是由各地首领率领的战团或小规模的佣兵、冒险者，以及从各部落、各省招募来的征召兵。

撒拉逊人之所以在10世纪成为拜占庭的大敌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他们数量十分庞大，其二则是他们具有极为出众的战略机动性。一旦撒拉逊人准备对小亚细亚发动进攻，对战利品的贪婪就会将远至埃及和呼罗珊（Khorassan）的所有躁动不安者连结起来。东方的狂野骑兵们从塔尔苏斯和亚达那（Adana）山口涌入小亚细亚，劫掠阿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军区的山地。“他们不是正规军，而是由大批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富人因家族的荣誉感而加入，穷人则希望靠抢劫发财。他们认为真主会青睐于那些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部队，而且也会因为他们的远征而感到高兴并为他们带来注定的胜利。即使是那些没有出征的男女们，如果为穷困的邻居提供了武器，也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一种善举。因此在撒拉逊人的军队中，经验丰富的战士总是要和未经训练的土匪并肩战斗。”

穿过托罗斯山脉的山口后，撒拉逊大军就会放弃与交通线的联系，一路分散开来，深入卡帕多西亚和弗里吉亚（Phrygia），烧毁开阔地区的城镇，扫荡四周乡村，在这片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中将驮兽装满。只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入侵者才会以征服为目的，并停下脚步围攻某座设防城镇。673年和718年那两支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毁灭的大军，似乎一直被伊斯兰统治者和将领们牢记。穆斯林最后两次试图在托罗斯山以远地区获得立足点的行动，分别由806年的哈伦·拉希德（Haroun al Raschid）和838年的阿尔-默塔塞（Al-Motassem）率领。在这两次战役中，撒拉逊人都是在攻克了一座相当规模的城镇之后，就因在围攻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而对未来的行动望而却步并最终选择放弃。而这两人的后继者们，即使手下拥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除抢劫以外也还是别无他求。

撒拉逊人在突破托罗斯的隘路之后，由于他们的行李都是由骆驼或其他驮兽搭载的，而步兵们也都拥有马匹或者由骑兵搭载着一同行动，因此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数日。整支军队会直扑预定好的劫掠地点，而且他们也坚信凭借自己的速度，能够在当地居民带着财物躲进设防城镇之前到达。

从这里开始，就轮到拜占庭将军们来施展自己的招数了。如果当地的守将称职，那么他早前就应该已经布置好了常备的前哨来监视隘路，驻守在那里的士兵每十天或十五天换一次班。这样一来，在敌军袭来时，哨兵们就会将消息送到军区首府和距离最近的营长和师长那里。在全军主力向某一个中心地带集结的同时，那位师长则要进入遭劫地区，迅速将距离最近的两三个营集中起来，不惜代价阻挡入侵者前进的脚步。即使是一支小规模的监视部队，也足以迫使入侵者小心行事，不敢让手下军队四散抢劫。与此同时，整个军区中所有可用的步兵，也都要赶去占领那些敌军可能用来退却的山口。虽然这些步兵的数量并不太多，但一位称职的指挥官还是完全能够占据所有山口。

为确定敌军的动向和目的，军区指挥官必须竭尽所能，那位负责跟踪、骚扰敌军的师长也肯定会不断给司令送信。除此以外，利奥还说：“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你是在睡觉、吃饭还是沐浴，永远不要拒绝接见那些说自己能给你提供入侵者消息的自由人或者奴隶。”如果能够与敌军始终保持接触，那么拜占庭军便胜利在望，而如果军区司令丢失了敌军踪迹，那么就可能会遭受灾难性的失败。一旦全部或大部分军队完成集结，军区司令就要率领着他们全速奔赴报告里的敌军出现之处。如果敌军人数相对较少，那么军区司令就要尽可能立刻与敌军交战。如果敌军实力太过强大，他也必须尽可能在不遭遇会战失败的情况下阻止敌军前进。如果撒拉逊人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存在渡口和隘路，军区司令就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这些关隘，同时坚壁清野，破坏所有水井和道路。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切断所有从敌军营地中外出抢劫的支队。如果劫掠支队的数量太过庞大，拜占庭将军就要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趁其不备去攻击对方营地。通过这些手段，拜占庭人可能会迫使敌军撤退，或至少能够阻止敌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待临近两三个军区的援军抵达。在集中了足够数量的部队之后，就可以与敌军进行会战了。不过，像这种大规模的突袭并不常见，因此拜占庭人也并不经常需要动员所有东部军区各自的4000名或4600名精锐骑兵。按照利奥的说法，在极端情况下，东部各军区可以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集中三万名精锐骑兵。863年，当马拉蒂亚的埃米尔（Emir of Malatia）奥马尔（Omar）率领着一支撒拉逊大军入侵时，拜占庭就曾进行过大规模动员，而这也是这种快速动员能力的一次完美例证。当时在至少十位军区司令高超的协同作战之下，这支入侵军队被彻底包围起来给消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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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拜占庭军队鏖战数百年的撒拉逊军队。由于撒拉逊人认为只有骑兵才有战斗力，因此步兵素质很差，骑兵也不愿与步兵配合作战

不过，典型的撒拉逊人入侵是以小规模劫掠为主，军队中也仅包括来自于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的士兵以及从伊斯兰帝国内部地区赶来的少量冒险者。为应对这种入侵，拜占庭将领们所使用的军队数量不会超过自身军区内的4000名或4500名骑兵。在被拜占庭军追上后，撒拉逊人通常会掉过头来准备会战，而他们在战场上的战斗力也绝不容忽视。尽管单兵战斗力上不及敌军，但撒拉逊人通常都会占据数量优势，而且也总是信心满满。“撒拉逊人自认为会取胜时，总是非常勇敢，他们坚定地站在行列中间，英勇对抗最猛烈的进攻。一旦发现敌军的精神开始松散，他们就会发动全面冲锋，以做决死一搏。”可一旦冲锋失败，撒拉逊人就会崩溃，“因为他们会认为所有不幸都来自于真主，只要一次失败，他们就会认为是真主降罪于自己，并因此军心大乱”。撒拉逊士兵们并没有足够的纪律性来重整被击溃的阵线，因此撤退总是会演变成溃退。因此在撒拉逊军队撤退时，拜占庭军队可以进行全面追击，而对于古来已有的“穷寇莫追”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

在与撒拉逊人进行会战时，利奥建议将军们采取上文中所说的三线队形，并应配属侧卫、预备队以及用于迂回对方的侧翼支队。关于这种阵型的详情，我们已经在介绍拜占庭军队的组织时有所着墨。而撒拉逊人在会战中，通常会采取一种被利奥称为“长方形密集横队”的阵型。撒拉逊人中只有骑兵是具有战斗力的，步兵不过是一群土匪而已，根本无法抵挡拜占庭军队的攻击。埃塞俄比亚弓箭手是唯一有价值的撒拉逊步兵，但由于没有装备任何盔甲，他们也无法与拜占庭步兵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仅组成单独一条厚重战线的东方人，很难抵挡拜占庭人三条战线的连续冲击。东罗马帝国的将军们早已发现了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最重要教条：“骑兵战斗中能将最后一支预备队握在手中的一方肯定会获胜。”另外，他们也十分清楚，将预备队投入敌军侧翼远比投入正面战斗更为有效。也难怪《战争观察》一书的作者写道：“拥有五千或六千名我军重骑兵和上帝保佑的将领，别无他求。”

不过在有些时候，拜占庭军队无法在撒拉逊人推进时追上对方，而只能在敌军撤退时才接近敌军。在这种情况下，满载着战利品的入侵者被迫以比来时要慢得多的速度撤退，他们的营地里也已经满是抢劫来的牲畜、家禽、车仗以及俘虏。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建议用步兵或下马的骑兵进行夜袭。利奥也说：“派出三个步兵营，以弓箭射程互相间隔，对敌军营地两翼发动冲锋，稍后再以步兵主力攻击敌军正面，只留下连接着敌军退路的背后不加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敌军肯定会本能地上马逃向唯一一个通往安全方向的道路，并将战利品抛在身后。”

[image: _0221_110]
◎撒拉逊劫掠部队中的骑兵。这些部队来自阿拉伯帝国的所有角落，素质参差不齐，战斗也只以抢劫为目的



如果能够在入侵者穿过托罗斯山脉隘路撤退时追上敌军，拜占庭军对于胜利便更有把握了。只要该军区的步兵已经抵达隘口，并在敌军到达前占据了阵地，而骑兵又紧追在敌军后方，撒拉逊人就一定会遭到失败。此时撒拉逊军队中拥有不计其数的车仗和驮兽，并满载着战利品，挤在狭窄的隘路中只有失败这一种结果。在弓箭手的射击之下，敌军根本无法忍受马匹受到的伤害，因为“他们视战马高于其他一切”。只要不是与对方进行白刃战，撒拉逊人都会尽自己所能确保战马不受伤害。

最著名的隘路截击战例出现在963年，当时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的兄弟利奥·福卡斯（Leo Phocas）面对着阿勒颇的埃米尔（Emir of Aleppo）赛义夫-阿道勒·本·哈马丹（Seif-ed-dauleh ben Hamdan）所率领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尽管利奥·福卡斯手中仅有其本人麾下的察拉西亚纳军区驻军，他还是将整支撒拉逊军队全部俘获或杀死了，夺回了大量战利品，并解放了数千名基督教俘虏，甚至还缴获了这位埃米尔的军旗和他在军营中使用的银质器具。撒拉逊人在史书中也承认了这次灾难性的失利，只不过将被杀人数减少到了三千至四千人。赛义夫-阿道勒本人与三百名士兵爬上近乎无法通行的峭壁，仅以身免。阿布尔菲达（Abulfeda）曾记载说，这位埃米尔居然还敢从他入侵罗马时的马加尔·阿克霍尔（Maghar-Alcohl）山道逃回西里西亚。从这场完美的胜利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术论》于900年成书之后的六十年，将军们仍在使用利奥所建议的战术并取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位皇帝不负其“智者”之名。

在利奥和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的著作中，我们还能找到其他一些有趣之处。例如我们可以发现，东方入侵者并不喜欢寒冷或多雨的天气。在这种天气中，撒拉逊人表现得不像平时那样沉稳大胆，拜占庭军队也能占据更大优势。撒拉逊人向北进入卡帕多西亚或察拉西亚纳军区时，如果拜占庭军能够对西里西亚或北叙利亚进行一次勇敢的反攻，也很可能会迫使入侵者放弃行动。因为在获悉这种报复性远征之后，撒拉逊人通常都会掉头撤退，去保护自己的疆土。拜占庭人经常采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而双方军队不顾自身土地的安全，一味破蹂躏敌国的情况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边境居民而言也十分常见。另外，海军也会和陆军一同行动。利奥说：“如果西里西亚的撒拉逊人穿过山路去骚扰托罗斯以北的地区，西布里亚军区司令就要立刻带领所有可用部队上船去蹂躏敌军海岸。另一方面，如果西里西亚人乘船企图在帝国各行省海岸登陆，托罗斯地区的军区司令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去洗劫塔尔苏斯和亚达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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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军队在10世纪末期至11世纪初时达到巅峰，甚至能够推进疆界，夺回了部分叙利亚土地



在10世纪中，随着阿拔斯王朝逐渐丢掉了大部分边境省份，撒拉逊人变得越来越容易对付。此时整个阿拉伯帝国只能控制幼发拉底河谷附近的一片土地，而且就连宫廷卫队的责任也改由突厥人负担了。另一方面，在马其顿王朝稳重谨慎的治理下，拜占庭帝国走上了巅峰时期。在巴西尔一世登基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帝国边境不断向东扩张，而被征服的土地上也在不断设立新的军区。980年《战争观察》的作者在描述撒拉逊人时所使用的文字，与900年利奥在写作《战术论》时所使用的文字大不相同。在利奥的时代，撒拉逊人仍是东罗马帝国最为强大的敌人，而《战争观察》一书的前言开篇便写道：“在今天，写作一篇关于边境防御的论述似乎已经没有太多必要，至少在东方，信奉唯一真神的基督教徒已经突破并挫败了伊斯兰教徒的势力，并切断了他们的劫掠行动……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下了这本书，因为我亲眼见证了我军胜利的开端以及各种作战原则是如何应用的，所以我的经验可能还是会派上一些用场。我看到，只要能够正确应用各种作战原则，即使是小股部队也能取得大胜。撒拉逊人曾经在边境上人多势众，即使动员所有罗马军队似乎也无法将其击败，但他们最终却被一位良将凭借着仅仅一个军区的兵力击败了。我也曾亲眼见证，一支弱小到根本不敢于在开阔地面上与敌军会战的军队，却凭借着各种作战原则，击败了敌方军队，保证边境不被对方蹂躏。据我所知，这套制度最初由巴达斯（Bardas Caesar）首次在近代推行，这位恺撒曾与塔尔斯奥特（Tarsiot）边境上的撒拉逊人对敌。他不止一次地愚弄对方，赢得了数不清的胜利。曾长期担任卡帕多西亚军区司令的君士坦丁·麦雷诺斯（Meleinos），也曾利用这些原则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永垂不朽的尼西弗鲁斯·福卡斯，也利用这些人所不曾记录下来的技巧取得了惊人成就，也正是这位将军，要求我将这套体系记录下来，以备后世参考使用。而我又更进一步，依靠我本人的经验（其中大部分是在尼西弗鲁斯·福卡斯手下积累的），使这些战术变得不仅能够应用在东部边境，也能在西方边境上使用。”


到10世纪结束时，拜占庭人已经习惯于对撒拉逊人采取攻势。与先前卡帕多西亚、弗里吉亚等地遭对方蹂躏的情况不同，现在轮到他们深入敌境，直捣大马士革（Damascus）和巴格达（Bagdad）城下了。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征服西里西亚的行动，只是一连串攻势行动的开端，凭借着这些行动，罗马疆界又恢复到了查士丁尼时期的轮廓。安条克被拜占庭人征服，阿勒颇和的黎波里（Tripoli）的埃米尔在长达六十年时间里被迫向君士坦丁堡纳贡。即使在东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军人巴西尔二世驾崩之后，帝国疆界还在不断东进。1032年，罗马人攻克了埃德萨（Edessa），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新的军区。1045年，帝国又吞并了整个亚美尼亚，君士坦丁九世甚至能够吹嘘说，自己的帝国在东方要比图拉真以来所有先皇治下都更为辽阔。

但这也正是东罗马帝国疆界所能企及的最远之处了，新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并最终给了罗马人致命一击，使其永远无法恢复元气。1071年灾难性的曼齐克特会战，无疑是东罗马帝国伟大历史上的转折点。



第四节

拜占庭军队的衰落

（1071年至1204年）

巴西尔二世死后，尽管帝国内部的状况和政府机构日渐颓废，但在曼齐克特会战之前，军队并没有显示出衰败的征兆。直到这场灾难性的会战之前，帝国的疆界还在不断向东推进，而塞尔柱人的首次入侵也在没有遭遇太大困难的情况下即被击退。在某些年份里，突厥人进犯目的也不仅在于突袭小亚细亚抢夺战利品。虽然他们的劫掠部队不是被击退，就是被消灭，但由于突厥人的数量太过庞大，拜占庭人不可能将每一寸疆界都保持在军队的保护之下，恺撒里亚、伊柯尼乌姆（Iconium）以及柯尼埃（Chonae）都曾落入敌手。但无论如何，从不曾有入侵者能在帝国境内站稳脚跟，这一点也可以从那场决定性会战的爆发地点中看出，其战场位于亚美尼亚深处的凡湖（Lake of Van）附近。仅这一点即可证明帝国对其边疆地带的掌控并未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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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柱马弓手。在教王阿尔士朗的带领下，这些马弓手最终给拜占庭带来了致命打击



教王阿尔士朗手下的塞尔柱人战术与智者利奥在一个半世纪前描述的突厥人别无二致。他们与帕济纳克人以及其他西方亲族部落的唯一不同便在于其数量极为庞大。自从伊苏里亚人利奥（利奥三世，并非“智者”利奥）在位时期以来，帝国再不曾遭遇如此强大的敌军入侵。而此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却是一位勇而无谋的军人，其皇位合法性本身就受到很多人质疑，而且也有很多人在暗地中敌视这位皇帝。曼齐克特会战前不久，罗曼努斯四世才刚刚通过与君士坦丁十世的遗孀欧多西亚（Eudocia）结婚而紫袍加身，成为其子迈克尔七世（Michael VII）的共治皇帝以及监护人。他深知自己受到很多也希望登上这一位置的原同僚的嫉妒和憎恨，因此急于像先前的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约翰一世那样，通过军事胜利来确保地位稳固。其在位三年的风雨飘摇时期（1068年至1071年），这位皇帝几乎完全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如果塞尔柱人是单凭热情和不断地机动就能击退的，那罗曼努斯四世肯定能够取得成功。可他并非一位良将，很容易产生动摇，采取行动时也总是过于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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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努斯四世的浮雕，这位皇帝为了确保皇位，不断在外征战，可他本人并非一位才能过人的良将



1071年春季，罗曼努斯调集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人数至少在六万人以上。他亲自率领着这支军队前往帝国最遥远的东疆，试图在边境地带与突厥人进行决战，并夺回先前丧失掉的阿克拉特（Akhlat）以及曼齐克特两座要塞。在塞尔柱大军抵达战场时，罗曼努斯已经夺回了曼齐克特，阿克拉特也正由其分派出的一个师进行围攻。塞尔柱大军中拥有大批马弓手，其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率领着他们的苏丹也对胜利充满信心。罗曼努斯本应依照利奥的条令来制定战术，警惕敌军的伏击和突袭，绝不在侧翼或后方暴露的情况下与敌军进行会战，同时尽可能将步兵利用起来，不让步兵和骑兵脱节。罗曼努斯违背了所有的这些规定，他首次与敌军交锋，便因粗心大意而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只不过规模较小。当时一小队突厥骑兵前来侦察拜占庭军的营地，一位名叫巴希拉克斯（Basilakes）的军区司令（负责指挥狄奥多西波利斯军区）匆忙率军对他们发动了猛烈攻击，最终他因为驱赶敌军而与主力脱节并遭到伏击，巴希拉克斯和所有手下士兵全部被杀或被俘。罗曼努斯派去支援他们的一个骑兵师除找到遍地的尸体以外一无所获。

有了这样一个警告，这位皇帝本应该小心行事，可能罗曼努斯也确实打算如此，但他最终还是头脑发热，丧失了理智。罗曼努斯尽可能谨慎地在营地前方将全军排成战列。其右翼由帝国最东部军区的部队组成，包括卡帕多西亚人、亚美尼亚军人、察拉西亚纳人以及其他一些军区的士兵，他们由卡帕多西亚的军区司令阿利亚特（Alyattes）负责指挥。在尼西弗鲁斯·布里恩尼乌斯（Bryennius）指挥下的左翼则由欧洲各军区的部队组成。位于全军中央者即为皇帝本人，其手下的近卫军与其余各营都是从帝国中部的发达省份征召而来的。在第一线后方，还布置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第二线部队，主要由雇佣骑兵（包括一支日耳曼骑兵和一些从意大利募集来的诺曼人）和从东部疆界雇佣的贵族征召兵组成。第二线的指挥权握在先帝君士坦丁十世的亲族安德罗尼卡斯·杜卡斯（Andronicus Ducas）手中，不幸的是，杜卡斯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但却是罗曼努斯的秘密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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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接见突厥使者的罗曼努斯四世，这位皇帝在会战前曾拒绝了阿尔士朗的何谈建议并羞辱了对方的使者



阿尔士朗在接到关于拜占庭军的报告后，因对方数量如此庞大，军容如此壮观而备受震动。在巴希拉克斯于小战中被俘的第二天早晨，这位苏丹便派出使团与罗曼努斯议和，提出双方以此时实际占有的土地作为疆界，而他本人也将率军撤退，不再侵犯拜占庭帝国。罗曼努斯拒绝了提议，由于突厥人从不信守承诺，这一选择可能也并没有什么错误。他告诉使团，如果苏丹想要议和，就必须先撤出自己的营地，率军撤退，并任由帝国军占领其留下的营地。阿尔士朗不愿让自己威望受损，双方很快便爆发了战斗。与以往一样，突厥人不愿进行近身战斗，也不对帝国军发动全面进攻。大批马弓手徘徊在拜占庭战线周围，不断向敌军各部倾泻箭雨。拜占庭骑兵也尽可能地进行还击，但由于他们的轻骑兵数量居于劣势，因而在弓箭互射中损失惨重，不少战马都被射倒。罗曼努斯皇帝和手下的士兵们都因战事悬而不决而焦躁不已，到中午时分，罗曼努斯下令全线推进。从这位皇帝的角度而言，他完全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而且预备队也保持在合适的位置上，足以阻挡任何从后方而来的进攻。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拜占庭人压迫着面前的突厥人不断后退，但由于敌军不愿在任何地方停下脚步来做正面决战，其损失的人数并不多。突厥人在后撤过程中甚至退过了苏丹的营帐，而他们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将其中的人员和辎重疏散到其他地方了。到黄昏时分，罗曼努斯停下了脚步——士兵们已经又累又渴，而且留在营地的守军数量也不够多，因此他非常急于返回营地，以免敌军乘虚而入。在这种情况下，罗曼努斯下令全军掉头撤退。从此时起，会战便开始向灾难性的方向发展。各师对于撤退命令的执行情况不一，侧翼部队收到命令的时间较晚，而且对于该命令的缘由也不明所以，结果等他们终于将方向调转过来的时候，早已与中央脱节了，各部队之间也开始出现空隙。如往常一样，当拜占庭军队开始撤退后，突厥人就再次接近了过来。他们对于撤退行动的干扰是如此严重，罗曼努斯最终不得不命令全军再次转向，以求逐退敌军。所有第一线部队都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安德罗尼卡斯·杜卡斯的第二线却没有一同转身。按照大部分学者的说法，出于对罗曼努斯的敌意，这位不忠的指挥官故意抗命，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快速返回了营地，他认定会战已经失败，任由皇帝本人自己孤军奋战。失去第二线部队导致罗曼努斯无法抵挡敌军对其背后发动的迂回进攻，最终被置于死地。突厥人很快便开始绕过拜占庭军侧翼，从背后骚扰第一线部队。拜占庭军的右翼试图将部队拆开，分别应付两面的威胁，却在日落时分的昏暗中丧失秩序，遭到突厥人的集中攻击，最终四散奔逃。在此之后，得胜的突厥人立刻打击拜占庭军队中央的侧翼和背后。在这里，皇帝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反复率军对侧翼和后方进行冲锋，坚守住了阵地。不过与此同时，由欧洲人组成的左翼却已经与中央脱节，在同突厥人进行了一场近乎独立的战斗后被逐出战场。这样一来，罗曼努斯被彻底孤立，虽然他还在鼓舞手下士兵坚守阵地，但最终还是被突厥人突破了阵线，大批士兵遭到屠杀。罗曼努斯的战马被杀死，这位皇帝本人也与很多高级将领一同受伤被俘。整个拜占庭军中央被彻底击垮，无一人逃出罗网。

与古罗马时代的克拉苏（Crassus）一样，罗曼努斯四世也因为在开阔地形上攻击马弓手而付出了代价。在这种地形上，他根本无法掩护自己的侧翼和背后。公平来讲，若不是安德罗尼卡斯·杜卡斯的卑鄙行为，罗曼努斯完全有可能在不受太大损失的情况下将军队带回营地。当突厥人在开阔地上包围罗曼努斯时，他所处的局势并不像卡莱会战（The Battle of Carrhae）中的罗马人那样绝望。他手中的军队完全由骑兵组成，有能力进行快速行动，而且骑兵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装备了弓箭，可以与突厥人进行对射。可话虽如此，对敌军进行的鲁莽追击，还是导致他陷入了彻底的被动局面。除非对方背后存在河流或隘路之类的障碍物，否则重装部队在追击蜂群般的马弓手时根本毫无用处。在曼齐克特战场上，突厥人完全可以无限制地向后退却，而拜占庭人则只会走得离营地和辎重越来越远，最终饥饿和口渴就足以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前进。虽然他们在撤退时注定会面临危险，但导致会战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原因在于杜卡斯而非罗曼努斯。在后面关于十字军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曼齐克特会战中的一些细节与后来西方骑士们应对突厥战术时所进行的几次会战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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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努斯四世在会战最后阶段虽然拼尽全力抵挡塞尔柱人，但最后还是被对方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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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结束后正在清点尸体和战利品，并将俘虏押送到阿尔士朗面前的塞尔柱大军

虽然拜占庭帝国先前已经经历过数场与曼齐克特会战一样血腥的失败，但从未有哪一场失利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性结果。罗曼努斯被俘后，帝国的控制权便落入了迈克尔·杜卡斯（Michael Ducas），即迈克尔七世手中，此时这位原先由罗曼努斯监护的孩童才刚刚成年，在皇位上的表现也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和吝啬鬼。他在位的七年时间里，帝国陷入了混乱和内战之中，数位驻守在各地的大将拥兵称帝，罗曼努斯在被释放后也试图夺回皇位。与此同时，塞尔柱人不断涌入小亚细亚高原，由于帝国军残部此时将精力完全花费在自相残杀上，其推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天才，阿尔士朗之子马里克-沙阿（Malek-Shah）率领着突厥马弓手们一路前进到了爱琴海沿岸，甚至远及普罗旁提斯（Propontis），即马尔马拉海。突厥人入侵所造成的惨状要远比撒拉逊人更为严重，至少在后者进行永久性征服行动时，有时仅会要求被征服者向自己纳贡。与此相比，塞尔柱人不过是一群杀人取乐的野蛮之徒。对这些游牧蛮族而言，城镇、果园、耕地毫无用处。他们所想要的，不过是一片能够自由放养牲畜和家禽的荒漠。可能就连条顿人在5世纪入侵罗马时，都不曾像1071年至1081年间那样，在短短十年间给小亚细亚造成如此重创。到1081年结束时，先前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富饶军区已经被化为赤地。在曼齐克特会战三十年后，当十字军从尼西亚（Nicaea）前往塔尔苏斯时，便曾穿过原先拜占庭帝国的这块心脏地带，而到那时，这片土地已经变成了遍布荆棘的废墟，十字军也险些因饥荒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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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齐克特会战后拜占庭版图的变化



[image: _0231_118]
◎表现阿尔士朗羞辱并最终释放罗曼努斯四世的中世纪壁画。阿尔士朗释放罗曼努斯的行为十分聪明，导致拜占庭陷入了王位争夺内斗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正是君士坦丁堡的宝座导致了帝国的不幸，因为恺撒们互相争位，完全无人理会塞尔柱人。迈克尔七世和他的竞争对手尼西弗鲁斯三世（Nicephorus Botaniates）都曾通过向突厥人割让整个行省的方式来雇佣辅助部队。到了1080年，野蛮人已经占领了尼西亚，在普罗旁提斯海岸上获得了立足点，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也已经触手可及了。

在这些混乱中，原先的拜占庭军队实质上已经消失。在曼齐克特会战中丧失的那些部队，在亚洲军区仍属东罗马帝国统领时尚且可以恢复。但在罗曼努斯四世战败之后的十年内，这些省份就已经化为焦土，帝国最重要的兵源地被彻底摧毁，给军队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而东罗马帝国的军队也就此彻底毁灭了。到1078年迈克尔七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重新征召旧陆军中被击溃、解散的幸存者时，即使加上一些新兵，也仅能组建出一个一万人的师。他将这支部队称为“不死军”（The Immortals），由后来成为皇帝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率领着进行了其首次大规模战役。要知道仅仅十年之前，亚洲省份还能够组成21个军区，常备军人数也多达12万人。

毫无疑问，欧洲各军区并没有像亚洲军区一样彻底解体。一直到科穆宁王朝（Comneni）的时代里，拜占庭军队中仍存在不少旧有的欧洲部队番号。可即使是这些欧洲军区，在1071年至1081年间，也无法免受十年来不断内战的风暴以及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叛乱的侵袭。

我们可以看到，与鼎盛的马其顿王朝时代相比，曼齐克特会战之后的拜占庭军队中外国佣兵数量变得更多，地位也更加显耀。法兰克人、伦巴第人、俄罗斯人、帕济纳克人和突厥人都被编入了正规部队中，而那些连带王公一起整支雇佣来的外族部队也被当作临时辅助部队使用。此时的拜占庭军队已不再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者手下那支旧式陆军，而彻底变成了由蛮族冒险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就好像是五百年前的查士丁尼时代一样。可即使如此，旧陆军的战术却依然幸存了下来。虽然士兵阶级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将军们仍是旧时的良将。下文我们也将引用一个明确的例证，来说明旧有战术依旧幸存于世。

1079年，在君士坦丁堡皇位极为不稳的尼西弗鲁斯三世，派出当时仍效力于其麾下的阿莱克修斯去镇压叛乱的尼西弗鲁斯·布里恩尼乌斯。此时阿莱克修斯刚刚成为帝国禁卫军的指挥官。由于几乎所有欧洲省份都倒向了布里恩尼乌斯一方，而远至尼西亚和普罗旁提斯的亚洲又已经被突厥人所席卷，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根本无法派出在数量上能与叛乱者相当的军队。

双方均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在卡拉弗里塔（Calavryta）进行会战时，阿莱克修斯作为弱势一方采取守势。他选择的阵地正面相对狭窄，似乎位于一条穿过山坡的道路附近，其阵地左侧有着一些低地，因为有一个高地阻隔，无法被从平原上接近的敌军看到。阿莱克修斯将主力部队，即迈克尔七世组建的不死军以及一支法兰克佣兵横跨着部署在道路上。他将左翼部队布置在了那些低地之中，并命令他们不要暴露自己，等到对方经过后，再对布里恩尼乌斯的右翼进行攻击。阿莱克修斯的右翼则由一支守备部队和大批突厥佣兵（全都是马弓手）组成，由卡塔卡隆（Catacalon）负责指挥。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一翼应保持“拖后”（Refused）状态，其任务即为阻止敌军迂回主力部队的侧翼。若用利奥在《战术论》一书中的说法，阿莱克修斯在左翼部署了迂回支队，而在右翼则部署了反迂回部队。

另一方面，布里恩尼乌斯则将部队排成了三个平行的纵队，右翼由其兄弟约翰指挥，拥有五千名士兵，其中包括来自色萨利军区和意大利军区的残部，后者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约翰·马尼阿克斯（John Maniakes）率领着与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作战；左翼由塔查尼奥特（Tarchaniotes）率领，拥有三千名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骑兵；中央则由布里恩尼乌斯亲自率领，士兵同样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但同时还拥有一支由地方贵族及其随从组成的精锐部队加强。不过布里恩尼乌斯计划用于进行决定性打击的部队，却是位于其主力左翼外侧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一支“西徐亚”骑兵支队（帕济纳克人）。这支部队所接到的命令为迂回阿莱克修斯的右翼。也就是说，他们扮演着利奥笔下侧翼部队的角色。

当叛军前进到与那些低地齐平的位置，也就是帝国军左翼隐藏的位置时，埋伏部队突然冲出来，对约翰·布里恩尼乌斯的侧翼发动冲锋。与此同时，阿莱克修斯也率领着主力部队对叛军正面发动进攻。不过这两个方向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约翰·布里恩尼乌斯及时转向了右翼，击败了埋伏部队，同时尼西弗鲁斯·布里恩尼乌斯也击败了不死军，将他们逐出了战场。阿莱克修斯中央所剩下的法兰克佣兵则被对方完全包围并切断了去路。与此同时，在帝国军右翼方向上，在卡塔卡隆指挥下的守备部队也已经被布里恩尼乌斯侧翼的帕济纳克人冲垮。这些野蛮人在得胜之后开始疯狂地追逐对方的败兵，忽视了帝国军右翼的其余部队，根本无人与阿莱克修斯的突厥佣兵交战。当帕济纳克人回到战场后，他们不仅没有回到战线中去帮助布里恩尼乌斯赢得远未结束的战斗，反而跑去洗劫了自己雇主的营地。

[image: _0233_119]
◎卡拉弗里塔会战第一阶段



此时阿莱克修斯已经艰难地从中央部分的白刃战中摆脱了出来，撤退到了山峰背后。在抵达那里后，他立刻停下脚步，努力重整溃兵。在先前的战斗中，阿莱克修斯曾一度冲到了叛乱者的卫队之中，抓住机会攻击了那些牵着布里恩尼乌斯备用战马的侍从。这匹备用战马披着紫色的马具，马头上佩戴着黄金护面，左右两侧也分别挂着一位皇帝所应有的宝剑。阿莱克修斯和追随着他的士兵们运气很好，不仅缴获了这匹战马，而且还在乱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将战利品带了出来。此时阿莱克修斯就把这匹战马和两把宝剑拿出来，展示给自己的溃兵，声称自己已经杀死了布里恩尼乌斯。在这一鼓舞之下，相当数量的士兵重新集结在他身边，与此同时，左翼的突厥人也赶到了这里，听候阿莱克修斯指挥。

阿莱克修斯没有耽搁时间，立刻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他把两股重新集结起来的士兵分别布置在左右两翼隐蔽起来，并命令部分突厥人和不死军从山坡上重新冲到了双方第一次接战时的位置。此时胜利的叛军已经出现了混乱，很多人下马去搜刮死者的尸体，因帕济纳克土匪跑去洗劫自家营地而逃出来的很多随营人员也混在他们之间。布里恩尼乌斯此时仍在指挥自己的中央纵队包围帝国军中的法兰克人，而此时后者已经在绝望中下马请降了。当阿莱克修斯从山坡上冲下来发动第二次进攻时，法兰克佣兵的指挥官们正站在地上，向布里恩尼乌斯行礼。

尽管布里恩尼乌斯及其手下士兵因敌军突然返回战场而受到了奇袭，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趋前抵抗。阿莱克修斯命令突厥人展开散兵战斗，在自己与对方接战之前将所有箭矢全部射进叛军的混乱人群中。阿莱克修斯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免进行全面冲锋。在敌人前进后，他便开始在敌军面前缓慢撤退，最终后退到了伏击部队所在的山顶附近。看到布里恩尼乌斯的两翼已经完全暴露在侧击面前之后，阿莱克修斯停下后退的脚步，掉转方向开始冲锋。与此同时，伏击部队也像蜂群一样冲了出来，打击叛军两翼。叛军此时已经十分混乱，又有数百匹战马被突厥弓箭射倒，因此他们根本无法抵挡住敌军的冲锋，立刻崩溃逃跑了。叛军首领本人带领着一小队忠心的追随者拒绝后退，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最终被敌军拖下战马俘虏。

[image: _0235_120]
◎卡拉弗里塔会战第二阶段



这场会战爆发于曼齐克特惨败之后拜占庭的衰落时期，双方军队中都存在大量不熟练的新兵，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未经帝国军队传统方式操练并加以纪律约束的外族辅助部队。可无论如何，会战的过程却还是显示出，帝国巅峰时期的战术体系大多被保留了下来。两位将军都试图利用侧翼攻击来赢得会战，布里恩尼乌斯对迂回行动不加掩饰，阿莱克修斯则采取了伏击的方式。马弓手（一方是突厥人，一方是帕济纳克人）被用于为大规模冲锋创造条件。同时，帝国军的部队纪律似乎也并不太差，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进攻。很不幸，安娜·科姆尼娜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各部队在会战时是否依照着旧式战术排成两条战线，是否有着划分明确的战斗线和预备线，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双方在战线后方或者侧翼是否还有预备队。安娜·科姆尼娜的丈夫，也就是尼西弗鲁斯·布里恩尼乌斯的同名孙子在自己的著作中虽然始终在谨慎地赞美其祖父在军事方面的名誉，但也无法在这一方面给予我们太多帮助，其对于会战过程的描述也与安娜·科姆尼娜几乎完全相同。

[image: _0236_121]
◎卡拉弗里塔会战第三阶段



[image: _0237_122]
◎阿莱克修斯一世。虽然他稳定了拜占庭国内政局，并建立了科穆宁王朝，但却没能重建起拜占庭的军事制度。自那之后，拜占庭便只能完全依赖于外国佣兵



在当时，有很多编年史记载了科穆宁王朝的三位皇帝阿莱克修斯、约翰和曼努埃尔在位期间（1071年至1180年）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有的军区制度从未能重建起来，后来的帝国陆军在编制上也变得十分混乱不堪，甚至于在阿莱克修斯和约翰重新征服了小亚细亚西部三分之一的土地之后，也没有重新将其划分成军区。科穆宁诸帝倾向于中央集权，他们更愿意由宫廷直接管理军事事务，而不愿将部队的指挥权下放给军区司令。另外，军队中外族佣兵的比例也变得十分危险。虽然先前的皇帝们也曾雇佣法兰克人、俄罗斯人和大量其余外族士兵，但他们在军队中从未占据过核心地位，各军区的正规骑兵总是能够压倒他们。而在科穆宁王朝时期，由于亚洲兵源区的丧失，本土部队已经变得难以征募，而且在与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德以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对于西方人的英勇也越发尊重。拜占庭帝国能够很容易地雇佣到法兰克冒险者，而且他们也不像本土士兵那样容易倒向某位叛乱的皇位竞争者。除此以外，迪拉基乌姆会战以及其他大量战例也已经表明，法兰克人在正面作战中完全可以压倒东罗马部队，因此阿莱克修斯一世以及他的后人们，倾其所能地雇用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西欧佣兵。不仅如此，由于法兰克人无法担任轻骑兵，而突厥人、帕济纳克人和库曼人（Cuman）在这方面却十分擅长，因此作为对西方枪骑兵的补充，科穆宁王朝也雇用了大批东方的马弓手，成千上万的游牧马弓手被编入拜占庭军队。与他们相比，本土部队被降低到了次要位置，这些士兵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心怀怨恨。由于受到轻视，本土士兵们也开始变得信心不足，效率和胆量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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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年至1250年的拜占庭帝国



凭借着佣兵部队，科穆宁诸帝在军事上成就非凡。他们从塞尔柱人手中重新征服了小亚细亚，镇压了法兰克人治下的安条克，并击退了多瑙河对岸的马扎尔人，不过他们从未能建立起一支民族性军队。随着能干的曼努埃尔大帝的影响力消散，科穆宁王朝也在经历了最后两位皇帝的统治后宣告终结，孱弱的伊萨克二世（Isaac II Angelos）登上了皇位后（1185年至1204年在位），帝国的战争机器又一次分崩离析。既怯懦又毫无作为的伊萨克二世和阿莱克修斯三世从不曾拥有足够的金钱来维持部队的纪律。当一个国家的国防完全依赖于外族佣兵，但又只能任由这些部队变得混乱无度、毫无效率时，这个国家便一定会走向破败。外族佣兵们很少与入侵者作战，反而在国内频频掀起兵变。这也正是拜占庭帝国在1204年时所要面对的命运——当法兰克人即将攻破君士坦丁堡时，守军却向皇帝索要更高的军饷并拒绝攻击敌军。这座都城最终陷落，传统的拜占庭军事体系也随之灰飞烟灭。


注解：



[1]
 　利奥用这一名称来指代居住在黑海以北的马扎尔人和帕济纳克人。



第五章

十字军（1097年至1291年）



第一节

综述

到11世纪末，重甲骑兵在整个西欧、中欧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步兵作为一支有效的战斗部队已经在战场上销声匿迹。他们已不再是战场上最重要的兵种，只有那些位于更遥远的北方和东方的民族，如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仍然保持着以步兵作为主力的古老传统。

[image: _0240_124]
◎一名叫“高个子”亚克特的穆斯林骑士正在攻击两名加洛林王朝时代的法兰克骑士。自7世纪以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争斗便没有停止过



在9世纪和10世纪威胁着基督教世界的三支大敌此时已被击退。马扎尔人被逐退到莱塔河（Leitha）一线，而且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原先马扎尔人所在的地区可以说是日耳曼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现在却成为多瑙河流域上可以自由通行的交通线。摩尔人也被逐出了西西里和撒丁岛，他们现在不仅不能再深入意大利为非作歹，反而还要忙于抵挡热那亚人（Genoese）、比萨人（Pisan）和诺曼人对非洲海岸的突袭。在一段时间之内，似乎这三股入侵者真的曾在地中海南岸占据过立足点。西班牙的情况也是一样，形势开始变得倾向于基督徒一方。在托莱多（Toledo）于1085年被基督徒攻陷后，摩尔人便丧失了对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控制权。

最后，第三支，也是最强大的基督教世界之敌也放缓了他们的攻势。斯堪的纳维亚人改信了基督教，原先最凶猛的维京战团也在英格兰、诺曼底、爱尔兰安家落户，不再寻找抢劫目标。哈罗德·哈德拉德在1066年所进行的劫掠行动被对方彻底击败，这也成为北方民族对南方邻国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丹麦人斯韦恩（Sweyn the Dane）在几年之后的行动，也未能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境内获得成功。在那之后，北方人变得沉寂起来，直到中世纪后半叶才重新登上舞台。

自查理曼大帝以来，欧洲第一次迈入了不受外部威胁的时代，欧洲民族也终于得以开始采取攻势了。对于他们所要进行的事业而言，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一，由于马扎尔人改信基督教，从多瑙河通往拜占庭帝国边境的道路已经打开；第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邦近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足以保证远征黎凡特
[1]

 的道路不受阻碍。在1000年时，地中海仅有拜占庭和穆斯林两支海上力量，而这一情况已经因意大利诸邦成为第三支足以竞争地中海制海权的力量而彻底改变了。

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西欧基督教国家便已经出现了采取攻势的征兆。日耳曼人对东方斯拉夫人的逐步推进，以及热那亚、西西里的诺曼人突袭非洲海岸，都可以说是未来行动的前奏。不过在当时，没有一人能够预料到欧洲各国在未来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会采取何种形式——随着一次突如其来的宗教狂热，欧洲人登上了黎凡特海岸，并在那里为东地中海的控制权争斗不休，直到1291年阿克（Acre）陷落才终于告一段落。

发起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以及相关的宗教、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我们所要讨论者，仅限于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情况。即使仅限于这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对所有细节进行详述的话，也要占去好几卷了。

大体上来讲，从1096年到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行动，决定了封建欧洲能否凭借本书前几章中所记载的战术和组织，在东方建立永久立足点，弥补自希拉克略到罗曼努斯四世以来，撒拉逊人和突厥人给基督教世界造成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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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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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欧洲骑士。此时西欧的重骑兵已经击败了所有威胁其家园的敌军，而十字军东征则将让他们与东方的穆斯林决一死战



在1096年，对于进入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进攻者而言，黎凡特的穆斯林实力极为薄弱。在突厥人入侵的初期以及决定性的曼齐克特会战之后，穆斯林似乎就要围绕着教王阿尔士朗家族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但塞尔柱人的征服行动却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首支十字军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oum）已经脱离了突厥帝国，统治着阿勒颇、安条克、大马士革、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公们以及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te）的君主们，也仍在为巴勒斯坦南部争斗不休。此时的政治条件对进攻者而言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十字军提早几年发动进攻，他们所要面临的任务反而还要艰巨很多。纵使他们能够屡次凭借英雄般的勇气，将自己从极度缺乏战略规划和严明纪律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也还是很可能无法征服叙利亚。要知道，哪怕是面对着因互相嫉妒而四分五裂的敌人，十字军也只征服了耶路撒冷和安条克。如果他们所要进攻的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是由同一位君主统治，他们可能在刚刚启程时便会遭遇失败，甚至连托罗斯山和奥龙特斯河（Orontes）都无法企及。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支军队，将封建军队发展到巅峰后的一切缺点暴露无遗。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位首领拥有够高的地位来统领全军。皇帝们和国王们都不曾加入这次远征，而大批公爵、伯爵以及来自不同宗主国的封臣，也找不到一位能够让他们服从的领袖。在中世纪，哪怕是一位国王都很难统御自己的封建征召军队，或者确保手下的男爵们能够绝对服从自己。而这支从欧洲各个角落集结而来的十字军，又能有什么样的纪律和组织呢？也许相比于十字军是否能够取得更多成就而言，十字军能够取得他们后来所取得的那些成就本身就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了。当我们深入了解那些数不胜数而又混乱不堪的军事会议后，对此只会感到更为惊讶。在这些会议的无方指导下，这支军队居然在占领耶路撒冷的过程中没有遭受更多灾难。不过相比于后来的大部分十字军而言，第一次十字军在士兵素质、将领能力以及组织等方面都要更为出色。为了解各支十字军的大体情况，我们就先大体记录下所有在小亚细亚山地中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悲剧部队。



第二节

十字军的大战略

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十字军拥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是缓解突厥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压力，在曼齐克特会战之后，这一方面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危急；其二则是征服圣地，将圣城重新置于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目标都得到了实现，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边境被击退了数百英里，塞尔柱的苏丹们在将近两个世纪后才得以夺回失地，耶路撒冷也被十字军攻克，此后九十年一直由法兰克人占领。不过这些目标却是依靠着毫无效率的笨拙办法完成的，而且还造成了最大程度的人力和物力损失。

各支十字军屡次遭遇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战场的地理环境没有任何了解。只要对这些远征的过程稍加研究，我们就能发现，十字军每次都会选择沿最困难的道路行动，最终使追随者要么受尽苦难，要么全军覆没。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过分责难11世纪和12世纪的西欧人，毕竟对他们而言，缺乏黎凡特地区的地理知识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在当时，西欧所能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古罗马地理书的残文断字以及商人和朝圣者口口相传的信息，因此任何误判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由于拜占庭人和撒拉逊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控制着西西里以东的海域，意大利海军又只是刚刚出现在那里，因此法兰克人对于东地中海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总体而言，他们对于比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并没有任何准确信息，而相比海路，陆路的不确定性还要更甚一些。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要穿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而这条道路直到马扎尔人改信基督教之后才刚刚打通（1000年至1061年），此时也尚未被当作商路或朝圣道路使用。对于君士坦丁堡以东的情况，十字军就只能依靠希腊人来告诉他们，然而希腊人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无误的——拜占庭皇帝们心怀着自己的目的，经常将圣战大军送到一些更符合拜占庭利益，而非法兰克利益的地方去。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听信西欧编年史中经常出现的，关于科穆宁王朝出于嫉妒和背叛而故意将十字军引向毁灭的抱怨，但阿莱克修斯和曼努埃尔，可能也包括约翰在内，确实十分擅长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将入侵小亚细亚的十字军引向并不适合他们行军的道路上。当十字军们沿着这些道路前进，并击败了前来阻截的突厥人后，拜占庭皇帝就好像鬣狗那样紧随其后，尽可能占领更多土地。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收复吕底亚和密细亚（Mysia），毫无疑问要得益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弗里吉亚北部和加拉太（Galatia）地区的收复，也无疑从1101年的十字军那里获益良多。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很可能是希腊人故意误导十字军的情况，只要深入调查一下，也会发现十字军自己必须承担责任。举例而言，1101年图卢兹的雷蒙德（Raymond of Toulouse）以及伦巴第人十分不可思议地围着安卡拉、干革拉（Gangra）、阿马西亚（Amasia）一带绕了个大圈子。我们也许确实有理由怀疑是阿莱克修斯故意建议他们如此行动，以便拜占庭军队能够跟在后方，按照他的盘算收复加拉太。但无论如何，法兰克人阿吉勒尔的雷蒙德（Raymond of Aguilers）和拜占庭人安娜·科姆尼娜都在史书中记载是十字军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安娜还说其父曾向十字军指出，法兰克人想要从亚美尼亚山区直接前往巴格达的想法是多么疯狂，但对方根本不理睬他的建议。在为东罗马帝国收复了安卡拉之后，并非是阿莱克修斯的过错，才导致十字军在哈里斯河以东无路可寻的山地中忍受饥寒交困之苦。我们必须记得，虽然拜占庭人拥有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地理文献，而且对于小亚细亚那些已经失陷的军区也曾握有详细地形信息，但即使是他们也已经无法提供当地近况的准确信息了。突厥人在过去二十年间给小亚细亚造成了无穷的创伤，他们将城镇烧毁，将蓄水池填实，将整块地区的人口全部铲除。也正因为如此，拜占庭人手中那些关于小亚细亚内陆的过时信息已经无法再发挥其全部价值了。很多在1070年时很容易通行的道路，到1097年时已经被完全破坏荒废掉。科穆宁王朝在小亚细亚内陆作战时，自己也曾历尽艰险，而这也足以证明其手中的信息已经不再可靠。

因此，如果将十字军在小亚细亚绕远路而遭受不幸的原因一味加罪于希腊人，是十分不公平的。他们之所以遭遇这些麻烦，更多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的粗心大意、随意妄想、毫无远见以及自私自利。即使当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之后，也总是会因盲目自大和缺乏纪律而再次偏离方向。很多十字军的远征在多瑙河以南的匈牙利和斯拉夫人领土上便以流产告终，甚至连君士坦丁堡都无法到达，仅这一点便可以证实我们的上述观点。图卢兹的雷蒙德和普罗旺斯人在1096年选择的错误道路，可以算是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例证，在当时的欧洲东南部，没有哪个地区会比伊利里亚海岸更缺乏道路，而雷蒙德却恰恰选择从伊斯特里亚（Istria）出发，穿过达尔马提亚、黑山（Montenegro）以及阿尔巴尼亚（Albania）北部的无路山地，在野蛮的克罗地亚人和摩拉齐亚人（Morlachian）夹击下前往都拉斯（Durazzo）。他能够将半数的士兵带到目的地已经十分惊人了，若不是雷蒙德手下拥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装备最精良和补给最完备的军队，他可能根本无法抵达目的地。

对于前往叙利亚进行远征的部队而言，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沿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也可以从海路直接前往黎凡特。在海上航线得到充分探索之后，海路就会显得比陆路更加方便一些。不过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海上的航线尚未被人们所知晓，只有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那些愿意冒险的水手们曾经尝试过这条道路。法国人、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日耳曼人和伦巴第人都倾向于选择更远的君士坦丁堡陆路，甚至到了十字军时代后期，内陆居民对大海的恐惧还是导致大部分十字军无法从海路出发。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所有的高级王公，包括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 Barbarossa）在内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将领们依旧坚持沿陆路进发。除意大利人以外，第一次大规模海路远征要一直等到1190年，才由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和英格兰国王理查（Richard of England）进行。在那之后，似乎人们便认清了从海路直接前往巴勒斯坦的好处，此后所有的十字军也都改由海路进发。显然，能够免去旅途劳顿，精力充沛地抵达阿克或者泰尔，要远比在陆路上不断面对匈牙利人、希腊人和突厥人所带来的无数风险更好。



途经小亚细亚的陆路



无论如何，由于早期大部分十字军对于海路的优势一无所知，并因此选择以君士坦丁堡作为其基地前往耶路撒冷，我们就必须从战略角度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讨论。在1097年，几乎整个小亚细亚都落入了塞尔柱人手中。阿莱克修斯皇帝所能守住的，仅有卡尔西顿（Chalcedon）、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密西亚沿岸地区，以及锡诺普（Sinope）、特拉布宗等黑海城镇。突厥人此时已在马尔马拉海岸建立了立足点，并以距海岸仅有25英里的尼西亚作为首都。小亚细亚内陆所有高原都已被突厥人占领，除一些亚美尼亚山区首领们仍保持着不稳定的独立，拥有少数拜占庭海港以及西里西亚的一两处土地以外，所有海岸也都在突厥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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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行军路线



如果十字军完全受到阿莱克修斯一世指引的话，这位皇帝一定会利用他们来扫清卑斯尼亚（Bithynia）、吕底亚以及弗里吉亚境内的塞尔柱人。另一方面，如果法兰克人能够完全将局势完全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便将会直接穿过小亚细亚向西里西亚门（Cilician Gates）前进，一路不做停顿直接进抵安条克。但由于二者都无法将对方的愿望完全弃之不顾，最终只好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十字军将先为阿莱克修斯夺回尼西亚，之后便踏上自己的征程。对阿莱克修斯而言，攻克突厥首都能够给自己带来的价值已经无可估量了。在将塞尔柱人驱逐出其几乎能够望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要塞之后，拜占庭在十五年来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阿莱克修斯对此也一定感到十分满意。十字军虽然也对禁止洗劫、占领尼西亚抱怨不休，但也终于能启程前往弗里吉亚。他们穿过小亚细亚前进的道路除少数几个细节以外，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后继者们如果明智的话本应继续追随这条道路。

巨大的小亚细亚半岛由中央的高原和四周大量的小型平原组成。对于那些希望自西向东行军穿越该半岛的军队而言，无论沿着黑海海岸还是塞浦路斯海的海岸前进，都并非太好的路线。帕弗拉戈尼亚（Paphlagonia）和本都的山脉在北，吕西亚（Lycia）和伊苏里亚的山脉在南，很多山脊都一直延伸到了海水之中，切断了前进道路，对一支军队而言根本无法通行。任何有见识的旅行者都不会踏上海岸的道路。因此十字军只能选择从内陆进发，而这又可以分为三条路，其中前两条适于从尼西亚出发的军队，第三条则适于以萨迪斯（Sardis）、米利都（Miletus）或以弗所（Ephesus）为基地的军队。对1097年的十字军而言，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行的，他们不希望围着爱琴海岸绕远路，穿过密西亚和吕底亚前往萨迪斯或任何能够作为远征起点的城镇，之后再沿着穿过费拉达菲亚（Philadelphia）、费洛米利乌姆（Philomelium）、伊柯尼乌姆的道路前往塔尔苏斯。所余下的两条道路中，一条穿过小亚细亚北部，另一条则穿过南部巨大的塔塔盐湖（Tatta）和其周围鲜为人知的阿克西隆（Axylon）地区。最终十字军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穿过多里莱乌姆（Dorylaeum）、费洛米利乌姆、伊柯尼乌姆以及赫拉克利亚-锡比斯特拉（Heraclea-Cybistra）地区前往西里西亚门。北方那条路程更长的道路，则会穿过塔提埃乌姆（Tatiaeum）、安卡拉、恺撒里亚-马萨卡（Caesarea-Mazaca）地区和泰纳（Tyana），目的地同样也是西里西亚门。这两条道路都是罗马人修建的大道，在1071年的惨败之前，拜占庭人也一直在有序地维护它们。可是到了此时，沿路地区已经荒废，桥梁已经垮塌，蓄水池也已经干涸，某些地区的全部人口都已被塞尔柱人屠杀或者赶走。这两条道路上不存在任何无法跨越的障碍，十字军所要面对的两个大敌，一是饥饿，二则是军队可能会因突厥马弓手的不断攻击而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停下脚步。与后来那些后继者相比幸运的是，戈德弗雷和博希蒙德（Bohemund）在远征一开始便彻底摧毁了一支敌军部队，使突厥人受到了极大震动，在数周时间里都不敢骚扰十字军的行军纵队，法兰克人也得以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穿过费洛米利乌姆、皮西迪亚的安条克城（Antioch-in-Pisidia）以及伊柯尼乌姆。直到进抵赫拉克利亚-锡比斯特拉后，十字军才再次与突厥部队遭遇并又一次毫不费力地击败了对方。可尽管法兰克人没有受到塞尔柱人的骚扰，但还是因缺乏给养和草料而遭受了惊人的苦难。由于当时的西欧军队对后勤补给没有合理概念，在穿过一片焦土时这也是无可避免之事。西方人在行军时主要依靠从途径地区征发补给，如果当地的乡间一片荒芜，他们就只好忍饥挨饿。由于十字军背后还跟随着人数庞大且毫无用处的非战斗人员（男女都有），情况也变得更加糟糕。即使在穿过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基督教地区时，十字军便已经饱受缺乏给养之苦。现在要穿过小亚细亚，他们就更是注定要丧失大批人命了。不过无论如何，大部分十字军还是挣扎着穿过了这片焦土，其中一部分抵达了马拉什（Marash），其余部队则进抵塔尔苏斯。在西里西亚友好的亚美尼亚人中间，他们也得以休养生息并招募一些新兵。

因此从总体而言，考虑到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第一次十字军穿越小亚细亚的行动可以算是取得了成功。1101年，他们后继者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在由北方人斯维恩（Sweyn the Norseman）、米兰大主教安塞尔姆（Anselm，Archbishopof Milan）、普瓦捷的威廉、布洛瓦的斯蒂凡（Stephen of Blois）以及勃艮第的欧德斯（Eudes of Burgundy）等人带领下，这支混杂不堪的部队遭遇了远比前人更为惨重的损失。有些部队被彻底消灭，其余部队也在损失了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后被击退，只有幸存人员中的少数掉队者前进到了塔尔苏斯和安条克。导致这支十字军遭遇如此惨重灾难的原因显而易见——他们的纪律要比第一次十字军更差，而且在看到戈德弗雷和博希蒙德相对成功地抵达目的地之后，错误地认为自己不会遭遇太多困难。这些人已经膨胀到了自认为天下无敌的地步，公开宣布自己将“穿过帕弗拉戈尼亚山区攻入呼罗珊，以便围攻并占领巴格达”。正是因为怀抱着如此疯狂的计划，大部分部队才走上了穿过安卡拉、干革拉、阿马西亚的错误道路。即使没有遭到敌军攻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亚美尼亚山区。在本都山区的恐怖行军中，数以千计的步兵因劳累和饥馑死亡，骑兵的战马也几乎全部死掉了。卡帕多西亚埃米尔（Emir of Cappadocia）穆罕默德·伊本·达尼什曼德（Mohammed ibn Danishmend）让轻装部队日复一日地围绕在十字军周围，阻截他们的掉队士兵和粮草征发队，迫使伦巴第人和普罗旺斯人停下脚步。在感到十字军已经精疲力竭，沦为很容易捕杀的猎物之后，突厥人便在阿马西亚附近一个名为马雷什（Maresh）或马尔希凡（Marsivan）的地方向十字军发起挑战。虽然会战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但在当天夜间，全军中地位最高者——图卢兹的雷蒙德偷偷逃亡，抛下了自己的同伴。在那之后，所有人都效法他的榜样，导致全军发生了毫无秩序的溃退。除少数几千人成功甩开了追击者并在希腊要塞锡诺普得到了庇护以外，所有人都被达尼什曼德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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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年的十字军行军路线



在此之前，这支十字军中有少部分人拒绝愚蠢地从这条从小亚细亚高地北部穿过的道路前进。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讷韦尔伯爵威廉（William，Count of Nevers）以及大批法国圣战者的支援，人数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这支部队走上了从安卡拉前往伊柯尼乌姆，再到赫拉克利亚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更长，但沿途状况要更好一些。从伊柯尼乌姆前往赫拉克利亚的过程中，刚刚在马雷什取胜的达尼什曼德和基利日-阿尔士朗（Kilidj-Arslan）始终包围着他们。在敌军昼夜不停的骚扰和水源奇缺的折磨之下，这支军队抵达赫拉克利亚时的状况已经极为可怜，不过此时托罗斯山也已经近在咫尺。突厥人担心猎物会从自己的手心中逃跑，只好接近十字军并与其展开会战。在赫拉克利亚和托罗斯山之间，双方博杀了很长时间，最终基督教军队逐渐崩溃并被逐个射杀。最后有700名骑士抛弃了山穷水尽的步兵，逃进了山区，并沿着托罗斯山的一条小路逃离战场，安全抵达了西里西亚的日耳曼尼科波利斯（Germanicopolis），得到了拜占庭守军的保护。讷韦尔伯爵威廉在抵达此处时身边仅剩下六名同伴，其余将近一万五千名法兰克人全被杀死。突厥人所采用的帕提亚战术，在被博希蒙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在多里莱乌姆击败后，重整旗鼓，再次带领突厥人取得了会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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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地形缺乏了解以及盲目自大，不少十字军都因饥饿和突厥人的进攻而死在了小亚细亚山地之中



来自阿基坦的另一只庞大十字军也遭受了同样命运。在自己的公爵，普瓦捷的威廉带领下，他们在讷韦尔伯爵威廉启程后不久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支十字军的规模比先前所有部队都要大得多。他们选择了戈德弗雷和博希蒙德在四年前所走的那条道路。在抵达伊柯尼乌姆之前，突厥人并没有造成太多麻烦。十字军在途中成功夺取并洗劫了费洛米利乌姆和萨拉布里亚（Salabria）这两座城镇，不过在伊柯尼乌姆，阿基坦人的补给耗尽了，讷韦尔伯爵威廉全军覆没的消息也传到了军中。不过他们还是决心继续前进，并很快就落入了基利日-阿尔士朗和达尼什曼德的罗网之中。迄今为止，他们之所以没有遭到攻击，完全得益于位于他们前方八天路程的讷韦尔伯爵威廉，吸引了塞尔柱人的全部注意力。伊柯尼乌姆距离赫拉克利亚仅55英里，但阿基坦人在这段路程上遭到了和前人一样的致命打击。这支军队毁灭的主因还是缺乏水源，他们在冲向赫拉克利亚附近河流的时候解散了行列，头脑中除了饮水解渴以外便再也不做它想。当突厥人从四面八方接近过来倾泻箭雨时，他们中已经有人登上了对岸，有些人在河流中央，另外还有人仍在后方试图跟上前方的战友。十字军此时过于杂乱，根本无法组成战线或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之后，那些既没有投降，也没能杀出重围的十字军，转过头来开始向托罗斯方面冲杀，拼尽全力想要突出重围。大部分将领和一部分骑兵成功进入了山区，一些掉队的小股士兵也进入了塔尔苏斯。与1101年那场不幸的会战相同，可怜的步兵们这一次也没有逃过全军覆没的命运。

1102年，当讷韦尔伯爵威廉和普瓦捷的威廉终于在安条克会合时，余下的残部总计不超过一万人。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沿着叙利亚海岸行军，攻克了托尔托萨（Tortosa）。上述三支十字军在出发时，据说总人数多达20万人，但由于他们抵达叙利亚之前就已经被白白浪费掉了，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取得更多战果。失败来自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伦巴第人因根本不可行的道路而遭遇失败；讷韦尔伯爵和普瓦捷伯爵因为对突厥战法毫无了解，而且缺乏给养和水源而失败。后两位伯爵所选择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更好了，因此我们不能责怪二人对路线的判断。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被军队中那些毫无用处但仍要消耗给养的非战斗人员拖累至死。庞大的行李纵列和无数的非战斗人员导致行军速度十分缓慢，而速度正是避免食物过早吃光，并确保军队能够穿越缺水地区的唯一手段。但是哪怕他们拥有足够的给养，维持住军队的战斗力，能否成功击退塞尔柱人也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所有这些将领都完全不知道应该采取何种办法来面对突厥人的战术，他们不知道如何把步兵和骑兵结合起来，反而指望骑兵单独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一支装备了大量弓箭的坚韧步兵部队才能拯救这支军队，而这两位伯爵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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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的十字军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要算历次十字军中的佼佼者，但最终却因腓特烈本人的死亡而不了了之

对于接下来三次穿过小亚细亚的远征行动，我们也有必要加以讨论，其领导者分别是1148年至1149年的法国国王路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以及1190年的腓特烈·巴巴罗萨。

进入12世纪之后到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前，小亚细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因科穆宁王朝的再征服行动发生了巨大变化。得益于十字军给塞尔柱人造成的打击，阿莱克修斯和约翰二世将帝国边境推进到了内陆地区并重新占领了小亚细亚西部三分之一的土地。其前哨一直深入到弗里吉亚境内，推进到了多里莱乌姆—费拉达菲亚—劳迪西亚（Laodicea）一线。另外，拜占庭人还收复了远至西里西亚的整个南部海岸线。鲁姆苏丹国被压迫着后退到了半岛腹地，首都也从失陷的尼西亚迁到了伊柯尼乌姆。这样一来，在从君士坦丁堡前往塔尔苏斯的过程中，十字军完全可以完全沿着基督教土地进发，只不过这条道路长得令人很难忍受。一部记载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对此刻局势有过如下记载，而其作者的地理知识似乎也要比同时代普通学者超出很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旧称‘圣乔治海角’）出发，有三条道路通向安条克，它们的长度和特点不尽相同。最靠东的道路距离最短，路程上也没有天然障碍，不出三周时间即可走完，军队出发十二天后即可进抵伊柯尼乌姆，也就是苏丹的居城，在那之后五天便可抵达基督教的领土西里西亚。一支拥有坚定信仰且对自身数量足够自信的强大军队，可以无视敌军阻挡。但在冬季，被冰雪覆盖的山路依然十分可怕。”这条道路正是之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所走的那条，途经伊柯尼乌姆、赫拉克利亚以及西里西亚门。“第二条道路最靠近西方，这条道路各方面情况都要更好一些，沿路都可以获得补给，但选择这条道路的军队会被两个阻碍拖累。其一是有很多海湾向内陆延伸，导致海岸线变得十分弯曲。其二则是这条道路上还有数不清的河流和小溪必须跨越，如果是在冬天，其危险性并不比第一条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突厥人更小。”编年史作者厄德所指的这条道路从帕加马（Pergamus）通向以弗所，之后沿着卡里亚、吕西亚、潘菲利亚（Pamphylia）和伊苏里亚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塞琉西亚（Seleucia），十分漫长曲折。编年史接下来写道：“中间的那条道路优点和缺点都要比其余两条路更少。它要比第一条路更长，但更安全，同时也比第二条路更短但却没有那么安全。”厄德所说的这条中间道路是从帕加马出发，穿过费拉达菲亚、劳迪西亚、锡伯拉（Cibyra）和阿塔利亚（Attalia），从那里通向西里西亚海岸，路易七世和他手下的法国十字军也正是在这里度过了1148年至1149年的冬天。康拉德皇帝和他的日耳曼部队选择了“最靠东的道路”，他们沿着这条近路从突厥人的领地中穿过，并最终跨过了伊柯尼乌姆的山路。

这两次远征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日耳曼人的命运要比法国人更加悲惨很多。二者的失败都源自于自身犯错，而非道路带来的困难。在曼努埃尔一世派出的向导带领下，康拉德从尼西亚启程。他只带了八天的给养，这对于他所要面对的超过200英里路程而言完全不够用，而且他行军的速度，也被迫要与行李纵列保持一致。突厥人任由他们在不受抵抗的情况下深入到弗里吉亚心脏地带，不过当康拉德进抵费洛米利乌姆附近，距离伊柯尼乌姆尚有70至80英里距离时，其食物储备便完全耗尽了。到军队进抵至横越在道路之上的苏丹山（Sultan Dagh）山脊时，日耳曼人开始因饥饿和这片荒凉难行的道路而指控向导叛变。在生命受到威胁后，向导便逃亡到了突厥苏丹那里。在获悉康拉德军队状况不佳后，马苏德（Masoud）立刻决心拉近与敌军的距离，发动攻击。从此时起，在1101年那场毁灭朝圣大军的战场以东，又再次爆发了一场长时间的鏖战。尽管已经有了先前数支十字军的教训，但日耳曼人中仍然没有能够将突厥人逼退的弩手，而他们的骑兵此时也已经因为缺乏草料，骑士们无论如何催动战马也很难让它们跑起来。康拉德最终决定后撤，塞尔柱人追逐了数十英里，切断了一支又一支被康拉德分派出来掩护撤退的尽职后卫部队，每天都有数千人阵亡。饱受骚扰的日耳曼人最终抵达了尼西亚，重新补充了给养。但由于他们在旅程中过于艰苦，在抵达普罗旁提斯海岸之后，据说有多达三万人死于痢疾、伤寒以及力竭。作为一架军事机器，这支军队已经被摧毁了，幸存者中大部分人返回了日耳曼，在出发时的七万余人中，仅有寥寥数千人随皇帝乘船抵达了巴勒斯坦。

在看到康拉德的遭难多半是由于缺乏给养所致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决定尽可能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行军以便补充物资。因此他经由普鲁西亚斯（Prusias）、帕加马、士麦那（Smyrna）和以弗所穿过密西亚、吕底亚。在距离以弗所不远的开斯特山谷（Valley of Cayster）中举行了圣诞宴会后，路易开始沿迈安德河（Maeander）向劳迪西亚前进。到此时为止，由于法国军队的路线始终位于拜占庭境内，整个行程风平浪静，并没有遭遇任何麻烦。不过突厥人在听说路易启程之后，便已经决心越过边境线来攻击他。在迈安德河上的安条克城附近，他们挡住了正在渡河的法国人，并同时从侧翼和后方对敌人发动进攻。不过由于法国人是一支生力军，而且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骑士们仅依靠一次猛烈的冲锋便将塞尔柱人击退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尔柱人没有再骚扰法国军队，后者平安抵达了边境城镇劳迪西亚。不过在这里，突厥人再次现身了。路易原本计划在此补充给养，之后再踏上从皮西迪亚前往阿塔利亚的艰难路程。在古罗马时代这块地区原本拥有大量的城镇，但此时它们已经被塞尔柱人夷为平地。这段路程上几乎连一座有人居住的村庄都没有，而且至少要走十五天，但法国人错误地认为只需很短时间便可以穿过这片地区。劳迪西亚总督也拒绝向十字军出售补给，法国编年史认为，这是因为总督背叛了上帝，但更合理的解释还是在突厥人近在咫尺之时，他不愿将给养全部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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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迪西亚海岸上独自与敌军战斗的路易七世，由于该图绘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盔甲武器等细节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带着完全不够用的食物穿过了劳迪西亚，踏上了巴巴山（Baba Dagh）和科纳斯山（Khonas Dagh）之间通往高原地区的道路。从离开劳迪西亚的第二天起，灾难就降临到了十字军头上。法国十字军在行军时拥有充足的前卫和后卫部队，补给纵列和非战斗人员位于军队中央，整个行军纵队长达数英里。在前进到卡吉克山口（Kazik-Bel，海拔高度为3800英尺）的难行隘路时，朗科尼的乔弗里（Geoffrey de Rancogne）和国王的叔父莫列讷伯爵阿马迪厄斯（Amadeus，Count of Maurienne）受命率领前卫占领隘路两段，掩护全军通过。不过，受先前在瑟米索尼乌姆（Themisonium）平原路途十分安全舒适的影响，两位指挥官并没有坚守高地，而是向前推进了数英里，在谷地中宿营。突厥人早已隐蔽在隘路出口附近，当乔弗里和阿马迪厄斯穿过后，他们便冲出来，攻击行李纵列中毫无保护且仍在隘路中挣扎的驮兽和非战斗人员。他们从地势较高处向无助的人群发射箭矢，射杀了大批人员，并导致部分基督徒在惊讶之下跌入了隘路底部的沟壑之中。国王急忙率领一小队家臣从后方赶上来，但由于身边没有弩手，他在突厥人的箭雨之下仍然无法还击。到了此时，突厥人冲下了高地，对混乱的人群发动进攻，与他们进行白刃战。在一段时间之内，路易本人不得不背靠着一块岩石孤身奋斗。最终，前卫部队才迟缓地转过身来，分担了一部分压力。夜幕降临后突厥人暂时撤退，整支法国军队也终于完全进入到了平原地带。此时他们已经损失了大部分补给、数以千计的战马和大部分不幸的非战斗人员，就连骑士的伤亡也不在少数。

[image: _0257_132]
◎路易在一块巨石上孤身与突厥人战斗的绘画



这场灾难的责任，公认应归于前卫部队粗心的指挥官们。若不是因为阿马迪厄斯伯爵是国王的叔父，他本当和乔弗里一起被吊死。当全军重新集结起来之后，路易十分谨慎自制地（这在十字军首领中十分少见）宣布自己将把远征指挥权移交给更有经验的指挥官。圣殿骑士团（Templar）的大团长（Grand Master）埃弗拉德·德·巴雷斯（Everard des Barres）以及骑士团中大批经验丰富的骑士一直以来伴随着这支军队。法王此时就将重整军队的责任交给了他们，并由其中一位名叫吉尔伯特（Gilbert）的骑士统率着他们前往阿塔利亚。在接下来十二天的行军中，骑兵组成的前卫和弓箭手组成的后卫保护着军队前进，失去战马的骑士也被加强到了后卫之中。这一新的部署十分成功，他们轻而易举地击退了突厥人的四次进攻并杀死了数量十分可观的敌军。就连位于锡伯拉附近的因达斯河（Indus）那两条非常难以渡过的支流，法国人都能毫发无损地通过，因为吉尔伯特在让军队渡河前便已将敌军从控制着渡口的阵地中逐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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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的行军路线



[image: _0261_134]
◎正在穿过塞尔维亚，即将进入小亚细亚的腓特烈。虽然腓特烈成功穿越了小亚细亚，但最终却淹死在了一条河中



虽然敌人的弓箭无法带来太多威胁，但草料的缺乏和逐渐耗尽的补给最终还是摧毁了这支军队。在最后一周的路程中，法国人几乎完全依靠马肉过活，而且不出几天就陷入了彻底的饥馑之中。抵达阿塔利亚后，法王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放弃了从陆路继续前进的意图。据他手下诸将声称，如果沿着西里西亚海岸前进，他们还要再走四十天才能抵达安条克，而且前方的道路和他们已经走过的一样难以通行。另一方面，从海路进发的话，如果风向合适，只需要三天时间他们便可以抵达叙利亚。因此，国王和手下的骑士、贵族们决定雇佣希腊船只前往安条克。不过由于风向完全不适，整个航程最终花费了三周，而非三天时间，所幸所有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步兵们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由于船只仅能将一少部分人运走，他们只好在阿塔利亚停留了数月时间，希腊人卖给他们的食物价格十分高昂，当他们把所有金钱花光之后就只能忍饥挨饿了。最终在少量骑士带领下，大约八千名步兵决定不再等待，准备沿着海岸杀出一条血路前往塔尔苏斯。他们冲破了塞斯特鲁斯河（Cestrus）的渡口，但接下来的欧利米登河（Eurymedon）却根本无法渡过，他们最终也在此处遭到突厥人攻击，全军覆没。少数幸存者中，有些人加入了希腊军队，有些人则在绝望中改信伊斯兰教，“因为突厥人表面善良但内心十分残忍，用面包夺取了他们的真实信仰”。绝大部分幸存者还是因为疾病或者饥饿而死在了阿塔利亚附近。

[image: _0261_135]
◎一幅描绘十字军沿途大批伤亡的绘画



康拉德和路易两支军队所遭遇的命运，似乎已经可以证明海路要比陆路更加优越。但在他们之后，还有一次大规模的东征行动仍然穿过了小亚细亚中央高原的陆路，而且与1101年之后那些先人不同，他们居然获得了成功。这支军队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指挥，并采取了被先前那些十字军所忽视的一切预防手段，可即使这支由腓特烈·巴巴罗萨率领的十字军在每一次战斗中都能击败突厥人，但还是险些因饥饿而失败。这位大皇帝在远征第一阶段（1190年3月至4月）所选择的道路与路易七世相差不多，在拜占庭境内穿过了密西亚和吕底亚。他从费拉达菲亚进抵特里波利斯（Tripolis），又从那里穿过迈安德河谷进入劳迪西亚。不过从这里开始，他并没有像法王那样转向南方，而是掉头向东，准备沿着罗马大道穿过阿帕梅亚（Apamea）和皮西迪亚的安条克城向伊柯尼乌姆前进。如果想要穿越小亚细亚高原，这要算是一条最主要的交通干线。奇怪的是，其余十字军居然都不曾考虑过这条路线。突厥人在阿帕梅亚的迈安德河源头附近接近并包围了腓特烈，对他展开进攻，但在损失了大量人员之后被对方击退（4月30日）。在此之后，他们又在索佐波利斯（Sozopolis）附近的博鲁山（Borlu Dagh）隘路中发动进攻，却再次战败（5月2日）。到了此时，突厥人最可靠的盟友，饥荒，又开始在日耳曼大军中发生效力了。由于突厥人已经将附近所有草地烧毁，腓特烈军中的战马因缺乏草料而大批饿死。在抵达埃吉迪尔湖（Egirdir）之时，军中的给养已经是如此缺乏，迫使腓特烈放弃这条虽然可以直接通向伊柯尼乌姆，却已荒废的道路，转向卡拉利斯（Carallis），向“曼努埃尔一世常走的皇家大道前进”。调转方向后，腓特烈从一条艰难的马道穿过了苏丹山，进入费洛米利乌姆的富饶平原。这样一来，他便进入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戈德弗雷和博希蒙德所选择的道路。日耳曼人在这里找到了补给，但很快就开始再次为生存而战。突厥军队此时已经从山地中走出来，来到了这片最大的丘陵平原，因为这里最适合他们施展自己的包围战术。从5月4日至16日，十字军花了12天时间，才从费洛米利乌姆到伊柯尼乌姆之间75英里的道路中缓慢地杀出血路。在此期间，腓特烈被迫以战斗序列行军，将行李纵列置于全军中央，在所有方向上都加以保护。最为危险的后卫由士瓦本公爵、美拉尼亚公爵（Duke of Merania）以及巴登侯爵（Margrave of Baden）共同指挥，他们手下拥有一支由弓箭手和下马骑士组成的强大部队。对后卫部队而言，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经常要被迫转向后方攻击敌军，从而导致自己与主力脱节，被突厥人冲进空隙中。这种情况也确实出现了一次，大批行李也因此丧失。由于盔甲能够有效抵挡住突厥人的箭矢，骑士们本身损失很少，据说“虽然伤者众多，但阵亡者很少”。不过由于马匹不像骑士那样身披重甲，损失极为惨重。到5月13日，全军仅剩下六百匹战马尚能作战，大部分骑士只能步行。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屡次击退塞尔柱人的攻势。敌军在5月6日和5月13日两次试图接近十字军，但两次都因他们的胆大妄为而受到惩罚。仅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有364名首领、埃米尔以及6000名骑兵被日耳曼人杀死。5月16日，腓特烈抵达了伊柯尼乌姆，此时军队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几乎陷入了饥荒。在此处他们得到了食物给养，并洗劫了城墙外的苏丹宫殿。在休整了一天后，腓特烈将部分士兵组成了一条面对突厥人的战线，其余部队则在一次突击下出乎意料地轻取伊柯尼乌姆，他们在城中获得了极为充足的食物，使饥荒的危险彻底成为过去。“这里就好像和科隆一样庞大”，而且极为繁华。日耳曼人们在休养生息的五天时间里，彻底洗劫了该城。苏丹基利日·阿尔士朗此时已经深受打击，在动摇之下甚至开始与腓特烈皇帝展开了谈判。这位苏丹承诺说，只要日耳曼人即刻离开此处，他就会保证其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不受阻碍，而且还给了腓特烈20名埃米尔作为人质。与先前所有的十字军相比，腓特烈的命运无疑要好很多，因此这位皇帝接受了条件。他并没有沿着从赫拉克利亚前往西里西亚门的道路前进，而是改走经拉兰达（Laranda）、卡拉曼（Karaman）前往塞琉西亚（Seleucia）的道路。在抵达此处之前，十字军并没有再遭遇太多苦难，仅因一次地震而陷入过恐慌。但最为不幸的是，在军队抵达塞琉西亚的当天，腓特烈·巴巴罗萨却因洗澡而淹死在了卡利卡德努斯河（Calycadnus，1190年6月10日）。军队虽然失去了指挥官，但还是在“历经六周的连续行军和饥饿之后”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们又穿过基督教领土，安全抵达了安条克。

[image: _0262_136]
◎腓特烈穿越小亚细亚的行军路线



在我们已经介绍了所有入侵小亚细亚的基督教部队之后，我们可以合理地来为这些军队的特点做一总结了。

几支十字军失败的原因，首要原因在于塞尔柱人极为有效的作战方式。突厥人故意在他们自己与拜占庭边境之间建立了一块宽阔的荒芜地带。不仅如此，当基督教军队穿过突厥土地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毁掉农田，夷平村庄，牲畜会被赶进山里，谷物和山谷中的草地也会被烧掉。因此，每一支试图穿过小亚细亚的十字军都会遭遇严重饥荒。在所有失败的原因中，这一点是最为明显的。

一支纪律严明且补给纵列组织较好的常备军队，毫无疑问能够凭借自己携带的食物压倒这种坚壁清野的体系，但法兰克人本身不过是一群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他们总是会被大批非战斗人员（大部分是穷人）拖住脚步。在面对这种敌人时，突厥人的防御体系能够发挥出最大效力。因此戈德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在重重险阻之下挣扎抵达目的地，几乎可称为奇迹，而1101年和1148年那几支十字军的失败，反而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造成失败的另一主因则是十字军对于地形的无知，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进行过详述。对于那些幻想着只要穿过帕弗拉戈尼亚和本都就能抵达巴格达、呼罗珊，以及认为从君士坦丁堡沿着卡里亚、吕西亚和西里西亚海岸线前往塔尔苏斯是一条明智道路的军队而言，他们注定要陷入失望。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展开讨论，因为各支军队的失败经历本身便足以作为例证。我们在此处，只需对如气候等单纯地理因素以外的一些细小方面再做讨论即可。小亚细亚高原的夏季极为炎热，而冬季又十分寒冷，十字军对此却一无所知。这世上又有什么事情，要比路易七世选择在一月和二月间穿过皮西迪亚山区更愚蠢的呢？此时溪流的水位正高，冬雨也足以摧垮给养储备和帐篷，而山坡之上还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十字军本身缺乏远见、纪律性和自制力。按照西欧编年史作者们的描述，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十字军，也同样十分热衷于暴乱和抢劫。与希腊人之间冗长的纠纷大多来自于西欧人自己的原因。确实，无人能够否认拜占庭人对十字军存在着不少的嫉妒和恶感，但由于这些西方部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恶劣，对于他们所挑起的怨恨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十字军在纪律方面极为欠缺而热衷抢劫，他们的军官不服从命令，士兵则鲁莽粗心。虽然这些情况在封建军队中已属常事，但它们在东方却被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法兰克人明显不会从失败的前人那里接受教训。成千上万名从东方逃亡回来的老兵们，都不曾让后来者针对突厥战术做好适当准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五十年后，康拉德三世和路易七世仍犯下了和戈德弗雷、博希蒙德完全相同的错误。他们在行军时十分粗心，也没能把步兵和骑兵整合起来，而且军队中装备弓箭、手弩等远程武器的士兵数量也不充足，就连食物也总是不够用。似乎西欧人根本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莫里斯在580年、“智者”利奥在900年记载于书中的法兰克式缺点，直到在1150年的十字军中，还是几乎被一字一句地完全展现了出来。



征服叙利亚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士兵们的动力主要是宗教性而非军事性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收复耶路撒冷，而不是为征服整个叙利亚而建立牢固的军事基地。虽然法兰克将领中有人看到了将沿途敌军城镇弃之不顾，从安条克直接前往耶路撒冷，会导致他们丧失掉与唯一的作战基地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被大部分人所压倒，而这些人的愿望不过是夺取圣地而已。因此我们不能以在军事上是否合理来评价1099年战役。

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克，十字军决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封建国家之时，战略性的考量才被推上前台。

在戈德弗雷加冕成为耶路撒冷国王时，这个王国仅有耶路撒冷和贾法（Jaffa）两座城市，而孤立于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和远在埃德萨的鲍德温从未真正臣服于这位国王。法兰克人未来在叙利亚应采取何种行动方向，在许多年里都无法确定，直到1125年都不曾得出任何结论。

[image: _0264_137]
◎1135年的近东



在叙述征服行动的军事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叙利亚的战略形势进行一些介绍。整个叙利亚可以被依次分为四个南北延伸的狭长地区。第一个地区，即海岸地区，由一系列面积、宽度相差极大的海岸平原组成，各平原之间由一直延伸至海岸的山脉分割，这些山脉中包括黎巴嫩山的支脉卡梅尔山（Carmel）以及安条克的黑山（Ahmar Dagh）。大多数海岸平原都很狭窄，但它们中位于位置最靠南方，也最有名的沙朗（Sharon）平原的平均宽度却达到了15英里，比其余所有平原都更大。在某些地方，海岸平原也会沿着某条河谷向内陆延伸，卡梅尔山以北的埃斯德赖隆（Esdraelon）平原和安条克附近奥龙特斯河谷中的平原便是如此。在叙利亚海岸地区的中央，也就是的黎波里（Tripoli）和贝鲁特（Beyrout）周边地区，平原就变得十分狭窄，地形也极为破碎。

第二块地区则是位于海岸以内的山区，其中包含三个山脉，分别为北部的安萨里耶山（Ansariyeh，即古代的卡西乌斯山），中部的黎巴嫩山和南部的以法莲-朱迪亚山（Ephraim and Judaea）。前两座山脉高度达到了11000英尺以上，第三座山脉虽然更为宽阔，但高度较低，尚不足3000英尺。这三座山脉的山嘴和山肩都是拥有大量人口的沃土。

第三块地区则由三条大河的宽阔河谷组成，分别为奥龙特斯河、列奥提斯河（Leontes）以及约旦河（Jordan）。前二者通向大海，奥龙特斯河从安萨里耶山和黑山之间的缺口穿过，列奥提斯河则从泰尔以北一个狭窄得多的隘路入海。而大部分流域海拔要比地中海更低的约旦河最终会流入没有其余出口的死海。奥龙特斯河和列奥提斯河拥有宽阔富饶的河谷，而约旦河谷则相对狭窄、险峻，地形以泽地隘路为主，仅有少数几个地点可以穿过。再加上南方通往红海东部和埃拉塔城（Elath ，即阿卡巴哈城）的阿拉巴哈旱谷（Wady-el-Arabah），即形成了叙利亚中部的盆地。

在这片被古人称为“空叙利亚”（Hollow Syria）的谷地远处，则是东部地势较高的高原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较为平坦，另一部分则以山地为主。这片地区一直延伸到大沙漠，其本身也有很多荒芜地带，不过这片高原上也有不少肥沃、多水的地区，例如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两座大城周围的地区。

从整体上来讲，叙利亚十分易守难攻，大海和沙漠掩护着东、南、西三个方向，北方的阿马努斯山脉（Amanu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也完全可以作为明确的自然疆界。不过十字军从未能夺取过整个叙利亚，他们仅占领了海岸地区、大部分山地地区以及谷地地区的中央部分，大部分谷地和东部高原仍未被征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耶路撒冷王国才经常面临险境。一系列伊斯兰国家挡住了十字军继续扩张、进抵叙利亚自然疆界的道路。

导致这种异常情况的原因不难找到。十字军建立的几个国家从来没有强大到能够征服全叙利亚，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得到外援，他们就连海岸地区都无法全部征服。所幸意大利诸邦对于征服叙利亚海岸兴趣极大，如果黎凡特地区的所有港口都能够握在基督徒手中，对于他们的贸易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协助十字军围攻海岸城市，实际上征服了叙利亚整片海岸平原的也是他们，而非耶路撒冷的国王们。威尼斯人是西顿（Sidon，1110年）和泰尔（1124年）的真正破城者，比萨人也在安条克亲王围攻劳迪西亚（1103年）以及伯特伦（Bertram）伯爵围攻的黎波里时（1109年）提供了支援，另外，他们还曾出现在贝鲁特围攻战中。热那亚人更有活力，他们是攻克恺撒里亚（1101年）、托尔托萨、阿克（1104年）、吉布莱特（Giblet，1109年）和贝鲁特（1110年）的主要力量。另外，英格兰人哈丁（Harding）和戈德里克（Godric）、北方民族国王“耶路撒冷旅行者”西格德（Sigurd，the Jerusalem Farer）等人的西方舰队也会时常给耶路撒冷国王提供援助（1109年至1110年）。不过，使叙利亚海岸成为基督教领土的大部分援助，仍是意大利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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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进行东征的十字军。由于意大利诸邦掌握着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不仅后几次十字军都以海路抵达圣地，而且意大利舰队还协助十字军攻克了很多海岸要塞

在内陆地区，耶路撒冷王国无法得到如此强大的盟友支援，意大利人的利益并不要求他们去支援十字军征服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因此耶路撒冷国王和安条克亲王在内陆与埃米尔们作战时，只能依靠自己孱弱的封建征召兵，加上偶尔到来的一些西方十字军支援。法兰克诸国兵力可谓十分弱小，他们所派出的最大一支军队，也不过1300名骑士和15000名步兵，而且这还是几乎将全国所有城堡和城镇都抽调一空，集结了所有士兵才得以组建起来的空前大军。只有在西欧的十字军抵达时，法兰克诸国才有可能集结起规模更大的军队，而这种情况也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西欧十字军在圣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便会纷纷返乡。在很多时候，即使耶路撒冷王国已经危在旦夕，国王手下所能调遣的军队数量还是很少。鲍德温一世（Baldwin I）在贾法城下面对全埃及军队时，手中仅有40名骑士和900名步兵。而在拉姆拉会战（The Battle of Ramleh）中，由于他不明智地将步兵抛在背后，导致其与敌军交战时手中仅有不超过300名骑士，而他最终也被敌军彻底击败。数年后，他又认为自己仅靠7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便足以抵挡全叙利亚所有埃米尔的联军。不过在叙利亚的法兰克人中，最出色的远征还要算是1118年对埃及的一次突袭。当时仅有216名法兰克骑士和400名步兵参加了行动，他们一路前进到距离开罗（Cairo）仅有三天路程的地方，之后又安全回到了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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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中的圣殿骑士。虽然法兰克骑士的冲锋威力巨大，但由于十字军国家缺乏人力，因此在战场上可投入的兵力也往往处于下风

不过，法兰克人没能征服叙利亚内陆地区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缺乏兵力。他们之所以能在海岸地区站稳脚跟，并占据了不少山地，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穆斯林内部的分裂。在叙利亚内陆地区由三位甚至四位埃米尔分别掌管时，十字军不仅能守住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能继续向外扩张其边境。直到第一位开始将所有酋长们联合起来的领袖赞吉（Zengi）崛起之前，法兰克人仍在缓慢但有效地征服着一座又一座穆斯林的城市。对十字军而言，12世纪早期的情况极为有利。大马士革、阿勒颇、凯法（Kayfa）、摩苏尔（Mosul）、马尔丁（Mardin）等地各属不同穆斯林豪族，这些家族之间互相嫉妒，为打击对方甚至不惜与基督徒联手。也正因为如此，法兰克人才能在大约二十年时间里，仅凭几百名骑士便横扫叙利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127年赞吉夺取摩苏尔的控制权才告一段落。当时这片土地上的乱象，可以从一位记载了这位阿塔贝格（Atabeg，即太傅之意）生平的穆斯林编年史作家笔下略知一二：


“当赞吉出现时，法兰克人的势力从马尔丁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舍克斯坦（Scheikstan）一直延伸到了埃及边境上的艾尔·阿里什，并席卷了叙利亚的所有省份，仅有阿勒颇、埃米萨（Emesa）、哈马（Hamah）以及大马士革尚能幸免。对方的小股部队能够直捣迪阿贝克（Diarbekir）省的阿米达（Amida）以及艾尔·耶齐雷赫省（El-Jezireh，即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地区）远及尼西比斯（Nisibis）和艾因角（Ras-Ain）的地方。拉卡（Rakkah）和哈兰（Haran，即卡莱）等地的穆斯林饱受敌人压迫，频频沦为对方野蛮行径的受害者。除经过拉哈巴（Rahaba，即雷霍博特）的道路以外，所有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都饱受对方劫掠分队的骚扰，只有沙漠能够幸免。商人、旅人要么在岩石或者荒野中东躲西藏，要么就只能将自身性命以及货物的安全寄托在贝都因人的保护之中。而且情况还在变得越来越坏，基督徒开始勒索穆斯林城镇，如果不定期支付贡金就要摧毁这些城镇……在阿勒颇，包括距离花园城门外只有二十步远的磨坊在内，所有郊外地区都要定期向基督徒缴纳贡金。当全能的真主将目光投向各位穆斯林埃米尔时，除了信仰的衰落以外便看不到任何其他之物。他确信这些王公们实在过于孱弱，无法守护真正的信仰，因此他决定将一人提拔起来对抗基督徒，给予他惩罚他们，并报复其罪行的能力。”


在法兰克人的征服脚步是如何被赞吉突然中止前，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法兰克人本身的局限性。耶路撒冷王国占据着从贝鲁特到阿斯卡隆（Ascalon）之间的整个海岸线，但由于阿斯卡隆本身扔握在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王公手中，因此后者可以利用这里作为基地，从埃尔-阿里什（El-Arish）和加沙（Gaza）进攻圣地。不过此时法蒂玛王朝已经腐化不堪，其军队也很少穿越沙漠发动进攻。事实上，法兰克人突袭尼罗河三角洲要比穆斯林进攻巴勒斯坦更为频繁。在东方，耶路撒冷王国以约旦河为其疆界，而在约旦河上游以东，他们还拥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即帕尼亚（Paneas，又称巴尼亚斯），可以监视大马士革方向。此外，该王国在东南方向还拥有另一座前哨。鲍德温一世在1116年曾决心将边境推进到红海海岸，以便切断从大马士革穿过沙漠通向埃及的商队大道。他率领军队长途跋涉进抵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h），并于1117年在海边最北岸建造了埃拉特城堡（Ailath或Elim-Elath）。这座要塞可以经由两座其他城堡来建立起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交通线，其一是经由位于以东沙漠（Edomite Desert）中央地区，位于佩特拉（Petra）附近的蒙特利尔（Montreal，又称绍贝克）城堡，另外一条则经由摩押（Moab）地区的卡拉克（Kerak）城堡。这片从蒙特利尔到卡拉克的封地又被称为“约旦河以远地区”，是这个拉丁王国的四大男爵领地之一。该地区构成了一个极具威胁的前哨地带，而且由于其位于沙漠之中，地形十分险要，从1116年起直至耶路撒冷陷落一年后的1187年，法兰克人始终坚守着该地。只要这个前哨仍由法兰克人掌控，大马士革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便危险重重，穆斯林商队要么向当地领主缴纳勒索金，要么就不得不在三座城堡之间的荒地中隐蔽行踪，忍受饥饿和迷路的无穷危险。法蒂玛王朝与大马士革统治者之间的军事交通也同样十分困难。试图穿越埃多米亚（Idumea）沙石地区的军队始终处于各城堡驻军的突袭威胁之下。对于这些眼中钉，伊斯兰教徒也曾不止一次试图攻克它们，但从未获得成功，就连萨拉丁本人亲自上阵也还是一样。直到整个拉丁王国陷落后，这些城堡才被对方攻克，而卡拉克坚守的时间甚至要比耶路撒冷更长。

在卡拉克以北，法兰克人以一道要塞线扼守疆界，这些城堡监视着通向约旦河渡口的隘路。其中包括帕尼亚、博福特（Beaufort）、纽夫堡（Chateau-Neuf）、萨费德（Safed）、卡斯特雷特（Castellet）以及博瓦尔（Beauvoir）。在最后一座城堡的南方，也就是约旦河谷最为陡峭崎岖的地区，乍看之下要塞在此处存在缺口，但实际上是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险峻得十分难以逾越，根本无须人力加强。

从贝鲁特沿岸向北即为的黎波里地区，这也是十字军四块男爵领地中实力最弱的一个。这里的统治者从未能沿着黎巴嫩山隘攻入内陆，也未能在叙利亚内陆站稳脚跟。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占据了马尔加堡（Margat）、托尔托萨、的黎波里以及吉布莱特等设防城市周围的大批狭窄平原以及毗邻的山嘴地区。不过高大的黎巴嫩山也给十字军提供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在那些能够控制且为数不多的可通行隘路之地，他们也建造了蒙特费兰（Montferrand）、克拉克（Krak）以及阿卡（Akkar）等内陆城堡。攻击能力不足，但防御能力却游刃有余的的黎波里将其山脉疆界一直维持到了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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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吉崛起时的黎凡特地区。此时十字军扩张已经达到巅峰

另一方面，安条克公国就没有这样优秀的天然疆界了。其领土一路延伸至奥龙特斯河谷，与阿勒颇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没有任何天然障碍物。由于法兰克人和突厥人之间的疆界不断地你来我往，有时法兰克人会攻克距离阿勒颇很近的阿塔列布（Athareb）要塞，有时异教徒又会直捣安条克城下。作为法兰克人在叙利亚北部防线的中心地带，安条克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阿塔列布、哈伦克（Harrenc）以及其余东方要塞时常易手，但这座曾经抵挡戈德弗雷和博希蒙德数月的拜占庭要塞，只要由基督徒派兵镇守便根本无法被攻克。直到1268年，安条克所有东部属地全部陷落后，该城才被穆斯林攻克。

埃德萨伯国与其说是一片法兰克领地，倒不如说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定居在此处的十字军人数稀少，而且与南方的邻国不同，其统治还要依赖于亚美尼亚人对军队的充实。如果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们也能从本地的基督徒人口中招募步兵，原本应是一件幸事，但叙利亚人远不像亚美尼亚人那么善战，在军事上对其主人给予的帮助也聊胜于无。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在尚未完全平定北叙利亚时便向美索不达米亚推进，无疑是一个错误。在摩苏尔、阿勒颇的诸位埃米尔以及卡帕多西亚东部的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诸王公的三面包围下，埃德萨始终处于危险之下。该地区只有少数几个设防要塞，分别为首府埃德萨、土贝塞（Turbessel）、拉文达尔（Ravendal）以及阿扎兹（Hazart/Azaz），各要塞周围的地形也极为复杂崎岖。埃德萨没有一条自然疆界，而且十分缺乏军事资源，一旦某位强大的穆斯林统治者崛起，并将其周边的埃米尔团结起来与之对抗，该地注定陷落。赞吉的崛起也预示着这片基督教领地即将消失——埃德萨伯国岌岌可危地维持了不到五十年时间便灭亡。

事实上，埃德萨之所以能够幸存这么长时间，也不过是因为阿勒颇、摩苏尔、马尔丁、凯法等地的埃米尔之间不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埃德萨的作用也不过只是掩护安条克公国侧翼的一个前哨，而且由于这个前哨距离过远、力量过于弱小，还完全暴露在对方的威胁面前，根本没有希望永久维持。如果不是屡次被其南方邻国的干涉所救，埃德萨早应陷落。坦克雷德（Tancred）和国王鲍德温一世曾分别从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率军驰援，若不是他们的援救，埃德萨在1110年甚至可能早至1104年就要陷落了。倘若该地的第一批征服者们当时转而占领了土贝塞而非埃德萨，并将自己限制在幼发拉底河以西，那么对于叙利亚的防御而言无疑要更为有利。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这条大河作为自己的疆界，并成为叙利亚东北部的有效保护者。

赞吉出现之后，法兰克领土的扩张便立刻停止。在1127年之后，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唯一一块重要领土便只有阿斯卡隆。该地由鲍德温三世在1153年夺自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苏丹手中。在这位伟大的阿塔贝格统治末期，天平已经很明显地偏向了穆斯林一方。这一变革的标志，则是1144年赞吉毁灭了最北部的十字军国家埃德萨。在赞吉统治之下，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联合了起来，并完全阻止了法兰克领土向内陆的扩张。在此之后幸存的三个法兰克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以及的黎波里伯国，沿着海岸组成了一条狭长而破碎的地区，其宽度不超过50英里，而且很多地区都被山川隔断。这些国家之间很难沿陆路维持交通，只能依靠意大利诸邦的海上优势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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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萨伯国的版图变化



到了此时，法兰克人只剩下一个可以获胜的机会，只有一支实力强大到足够使他们能够转守为攻的新十字军从西方到来，他们才有可能扭转局势。因为叙利亚的拉丁国家实力很明显已经无法自保。1149年，这一机会险些成为现实。在埃德萨陷落的沉重打击之下，西欧各国派出了由康拉德三世和路易七世所领导的大军，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虽然这次远征最终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能够抵达巴勒斯坦，但即使是这些人的数量，也已经足以鼓舞耶路撒冷国王进行一次大胆出击。1149年的这一次大规模战役在战略上选择了正确的路线，十字军为了从中央突破穆斯林对自己的包围而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尝试，试图占领大马士革。在此之前，所有针对该城的进攻都不过是劫掠行动，而这一次行动则是精心准备，意在永久性地征服大马士革。

如果这座城市真被攻陷，那么穆斯林各国就将被拦腰切断，埃及与阿勒颇、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也无疑会被割裂。倘若如此，萨拉丁治下南北穆斯林的致命联合便将不复出现。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十字军都应尽可能尝试去打破摩苏尔、阿勒颇、埃米萨、哈马、大马士革以及波斯拉（Bozrah）之间的联系。但叙利亚的法兰克人并没有积极推进对大马士革的攻击，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王公伯爵们看来，如果他们攻下了大马士革，会使自己手下的法国和德国辅助部队获利比自己更多，而这一点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学者都认同的。据说大马士革的维齐尔
[2]

 阿纳尔（Anar，Vizier of Damascus）曾给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送去密信，指出即使他攻占大马士革，也只有他身边的一些基督徒同伴能够获利，而国王本人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还说倘若鲍德温解除围困，那么他就将归还约旦河源头的坚固要塞帕尼亚。除此以外，阿纳尔发誓，倘若鲍德温拒绝撤离，那么他宁愿将大马士革赠给他们共同的敌人，赞吉之子阿勒颇的努尔丁（Nur-ed-din），也不愿让其脱离伊斯兰教统治。无疑，这位耶路撒冷国王并没有积极推动同盟军发动猛攻，并最终因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其他西欧王公的激烈矛盾而解围回国。这样一来，便结束了法兰克人唯一一次真正能够在叙利亚内陆站稳脚跟，并将其疆界推进至沙漠边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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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对大马士革的进攻



[image: _0274_143]
◎中世纪画作中的大马士革之战



由于赞吉死后其领土被儿子们瓜分（努尔丁得到了叙利亚，赛义夫丁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世界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因此法兰克人也获得了喘息之机，只不过这并没有永久性地改变这些十字军国家的最终命运。耶路撒冷国王本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但他却转而为征服埃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这位国王原本应该先消除国门外的威胁，在确保耶路撒冷王国疆界安全之前绝不进行任何遥远的冒险行动。在1163年至1168年间，耶路撒冷对埃及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阿马尔里克一世（Amalric I）也曾不止一次站在胜利的门槛上。这位国王机警地利用了埃及的维齐尔沙维尔（Shawir）与叙利亚王公努尔丁手下大将谢尔库赫（Shirkuh）之间的战争，获得了能不受阻碍地前往埃及的道路，并以沙维尔盟友的身份占领了数座城镇。在很短一段时间内，甚至曾有一支法兰克驻军进驻开罗，以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盟军的名义抵挡突厥人和谢尔库赫的叙利亚人对该地的进攻。不过由于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王国在国王出外征战期间，始终暴露于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各地努尔丁麾下总督们的突袭威胁之下，阿马尔里克不得不分心于国内防务，导致其军队在埃及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在敌军驻扎在距离耶路撒冷、安条克仅几十英里的情况下对尼罗河方向发动远征，无疑是不明智的战略。在整个埃及战役过程中，阿马尔里克都始终对本土的安全忧心忡忡，迫使其分心。可以说，这位国王总是要“对自己的后院提心吊胆”。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努尔丁进行一次武力示威，阿马尔里克就很可能要从开罗赶回国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丢掉了从数次成功战役中所获的果实，并在接受了一笔巨额贡金后选择撤退。因此，虽然他从埃及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之后数年中也可以从沙维尔那里得到年贡，但却始终未能在那里站稳脚跟。最终，对于法兰克人而言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谢尔库赫杀死了沙维尔，为其主子努尔丁夺下了埃及。在手下的维齐尔死后不久，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最终也一样遭了努尔丁手下副将的毒手（1171年），叙利亚和埃及也终于统一在了一位王公手下。在盟友沙维尔死后，阿马尔里克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结盟，进行了对埃及的最后一次入侵。不过，希腊人的舰队和法兰克人的陆军长期围困杜姆亚特（Damietta），却始终无法破城。不久后，在听到努尔丁亲自出征袭扰耶路撒冷王国边境的消息之后，阿马尔里克立刻解围赶奔回国去保护自己的领土。自那之后法兰克人便再未能展开任何攻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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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领袖和长者鼓舞下，普通伊斯兰教徒也冲出大马士革与十字军作战

[image: _0276_145]
◎一幅中世纪的萨拉丁画像。在这位苏丹将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统一起来后，十字军诸国的末日便指日可待了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联合本应立刻导致耶路撒冷王国灭亡，这个国度之所以继续幸存了二十年时间，几乎完全得益于好运。尤素福·萨拉丁（Yusuf Salah-ed-din）在继承谢尔库赫成为努尔丁在埃及的副手后，并不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一直自行其是。虽然他没有公开叛乱，但是在行动时考虑的却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宗主的利益。因此在努尔丁死后（1172年）
[3]

 ，萨拉丁便从其旧主的儿子那里夺过了权力。至此，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之间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统一在了一位单独的统治者麾下。

[image: _0278_146]
◎阿克的陷落



到了此时，耶路撒冷王国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萨拉丁统治的疆土已经从四面包围了所有十字军国家，等到他发动进攻之后，十字军会立刻遭受突然而灾难性的失败。在1187年的太巴列大会战（The Battle of Tiberias，即哈丁会战）中，法兰克人全军覆没，耶路撒冷也在几个月内陷落。在那之后，要塞一座接一座地落入萨拉丁手中，十字军仅剩泰尔、的黎波里和安条克三城。它们之所以能够幸存则要得益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英格兰国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虽然没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但他们收复了阿克以及巴勒斯坦大部分海岸城镇。在1191年的阿尔苏夫会战（The Battle of Arsouf）中，理查一度给萨拉丁造成了沉重打击，紧接着，法兰克人便与穆斯林议和，拯救了耶路撒冷王国剩下的那些基督教国家残片。虽然内陆地区已经彻底陷落，但从安条克到贾法的狭长海岸却保留了下来。不久后，萨拉丁去世（1192年）
[4]

 ，伊斯兰教徒的领土也随之分裂，其儿子们和弟弟阿迪勒（El-Adel）各自分得了一片土地。阿尤布（Ayubite）王朝的分裂无疑拯救了叙利亚的法兰克人，其对于黎凡特海岸地区的占领也延长了一个世纪之久。不过耶路撒冷王国（似乎此时更应被称为“阿克王国”）仍然只能苟延残喘，根本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如果穆斯林中再出现一位天才，将萨拉丁手中那些资源再次统一起来，那么整个王国随时有可能会被消灭，但阿尤布王朝之间的不断内战让落魄不堪的法兰克诸国获得了“缓刑期”。局势奇怪至此，基督徒甚至曾短暂收复过圣城——第一次是在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曾占据该城，之后在1244年该城也曾被基督徒占领。不过这两次再征服行动都十分短暂，其所代表者也只是撒拉逊人的衰弱，而非法兰克人恢复了元气，但无论如何，由一系列港口组成的狭长海岸线仍被法兰克人牢牢握在手中，在东西方所有工事技术的加强下，这些港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坚不可摧。由于经济原因，意大利海上力量十分希望这些港口能够存续，因此它们也总是能从开放的大海上获得食物和增援。正因为这个原因，直到13世纪末阿尤布王朝消失之际，圣十字旗帜仍飘扬在从劳迪西亚到贾法之间的每一片海滩上。直到强大的马穆鲁克王朝（Dynasty of the Bahri Mamelukes）重新将埃及和叙利亚统一之后，耶路撒冷王国的末日才真正到来，法兰克诸国的终结也随之而来。黎凡特的港口一座接一座地屈服于拜巴尔（Bibars）等苏丹脚下，幸存到最后的阿克，最终也在经历两个月的围攻后于1291年5月陷落。事实上，唯一令人好奇的只是为何这些城市能够幸存如此之久，如果萨拉丁的寿命能够延长十年，它们的末日很可能就要提前一个世纪来临。不过正如12世纪的情况一样，穆斯林在13世纪的内战，也成为法兰克人的救赎。

作为海上力量在中世纪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倘若东方任何一个王朝拥有合格的海军，叙利亚海岸上那些要塞都根本不可能幸存那么久。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完全统治了黎凡特的大海，致使穆斯林只能从陆路攻击法兰克港口，甚至于直到这些港口陷落之后，马穆鲁克王朝也不曾试图利用它们来建立一支海军。回到穆斯林治下之后，这些港口衰落成了单纯的渔村，此后再也不曾成为军港。因此位于海岛上的塞浦路斯王国，作为法兰克人在黎凡特地区最后的立足点，在阿克陷落后还存在了超过二百年之久，直到终于出现一支由穆斯林王朝建立起的庞大舰队，决心将意大利战舰逐出黎凡特时，塞浦路斯才终于失陷。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71年攻克了该岛，在那之后，法兰克人在地中海东部的制海权也彻底告终。



远征埃及



在给十字军的大战略这一问题画上句号之前，我们有必要对13世纪法兰克人在叙利亚以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行动做一介绍，而这两次行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也正来自于他们对大海的完全统治。我们所指的两次行动，分别为1218年至1220年和1249年至1250年对埃及的入侵，二者分别由布里耶纳的约翰（John de Brienne）和圣路易（St.Louis）领导。相比于阿马尔里克在1163年至1169年所进行的那些远征，这两次行动在时机上更为有利。在阿马尔里克的时代，他仍需要保护耶路撒冷王国本土，将国内驻军调往尼罗河作战十分危险。而到了13世纪，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耶路撒冷王国已经只剩少量海岸要塞，其中大部分都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有能力自保。因此相对而言，防守这些港口要更容易很多——在十字军远征埃及时，如果大马士革或者耶路撒冷的总督进攻阿克或者泰尔，当地至少能够坚守数月之久。这些港口背后就是大海，可以从威尼斯和热那亚获得支援。更重要的是，对埃及的这两次远征，并不是由巴勒斯坦诸男爵征召的当地民兵，而是由从西方而来的大规模十字军进行的。因此，这两次行动并不会导致巴勒斯坦面临更多来自内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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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年从阿克出发前往埃及的十字军舰队



埃及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猎物，那里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富庶，人民也不好战，其统治者所依赖的军事资源并非本族士兵，而是由突厥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佣兵部队。而且在1219年，埃及和叙利亚也分别处于阿尤布王朝的两个支系统治之下，艾尔-卡米尔（El-Kamil）在开罗统治着埃及，艾尔-穆阿扎姆（El-Muazzam）在大马士革统治着叙利亚，虽然二者并不敌视对方，但也很少合作。因此，作为与保卫巴勒斯坦完全不相关的行动，1219年和1249年征服埃及的两次尝试都吸引了不少关注。倘若在一位指挥有方的统帅带领下，无论是约翰还是路易的军队都有可能完成这一目标，唯一值得商榷的只是在征服当地之后，如何守住占领区。无论如何，这一计划都是值得一试的。

可即使该计划可行，实施时也仍需要遵循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方能获得成功。通常而言，一支军队只要能够大胆地向开罗进军，就总是能够“扼住埃及的喉咙”。通往开罗的可行道路只有两条，进攻者还要绝对避免被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数不清的运河和水道绊住手脚。第一条道路首先要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登陆，南进过程中始终保持在尼罗河最西部一条支流以西（如拿破仑在1798年所做的那样），之后经由达曼胡尔（Damanhour）向吉萨（Gizeh）前进。这条道路的缺点在于，其最初两到三个阶段的行军必须穿越沙漠，向开罗的反方向前进，而且最后还是要跨越尼罗河。在面对敌军的情况下横渡尼罗河干流，对于一支已经深入内陆的军队而言很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第二条路显然要更加适宜，这条路线起于古代的佩卢西乌姆（Pelusium）附近，经由萨拉耶（Salahieh）和伯贝司（Berbeis）前往开罗。这条道路可以使入侵者直捣开罗，其间不需要跨越任何运河或者水道，而整个行军的距离也不超过一百英里。不过这条道路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在最初两段路程上必须穿越沙漠。想要入侵埃及之人通常都会选择这条道路，冈比西斯（Cambyses）、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阿穆鲁（Amru）以及塞利姆一世（Selim I）等人都是依此行事。沃尔斯利爵士（Lord Wolseley）在1882年之所以能够选择其他道路，原因只是他手中握有苏伊士运河，可以将陆路行军距离缩短40英里。法兰克人也十分熟悉这一条道路，阿马尔里克在1168年就曾沿该路前进攻克伯贝司，并真正地围攻了开罗。倘若不是为巨额的赔款所蛊惑，原本他是很可能攻破开罗的。因此，布里耶纳的约翰和圣路易二人全都忽略了这条显而易见的顺路而去选择在杜姆亚特附近登陆，就非常令人惊讶了。

[image: _0281_148]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杜姆亚特围攻战



从杜姆亚特通向开罗的道路要从尼罗河三角洲正中央穿过，其间有数不尽的运河和尼罗河的四条主要支流，为守军提供了大量可以设防的坚强阵地。只要当地统帅的勇气和才干不比常人更差，沿这条道路入侵埃及就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反而是法兰克人两次远征的命运足以证明入侵者统帅的能力水准之低——布里耶纳的约翰经过了八个月的围攻才占领了杜姆亚特，等到他开始向三角洲前进时，其军队已经力竭。在阿什蒙运河一线（Ashmoun Canal），面对河对岸艾尔-卡米尔苏丹的大军，十字军被迫停下脚步。虽然他们曾多次尝试突破防线，但都没能取得成功。在得知自己与作战基地杜姆亚特之间的土地已经全部被敌军收复之后，约翰对于成功也开始感到绝望。尼罗河此时正在上涨，埃及人又掘开了大坝，迫使十字军慌忙地向杜姆亚特撤退，不过洪水并没有蔓延到所有地区，这也使苏丹大军能够紧追在他们身后。最终，为了避免因饥荒或洪水而全军覆没，十字军被迫与对方议和。艾尔-卡米尔允许十字军自由离开，条件则是必须撤出杜姆亚特（1221年8月）。

圣路易在1249年尝试从同一路线发动入侵时所遭遇的命运要比前者更为悲惨。考虑到布里耶纳的约翰已经在此折戟沉沙，圣路易还要冒险选择这条道路就更为让人惊讶了。在入侵开始阶段，其运气似乎要比前任更好，他仅与穆斯林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交锋便占领了杜姆亚特。但在那之后，他却花费了不少于六个月的时间等待补给和增援，而苏丹则利用这段时间扩充麾下军队，并在这位法国国王的前进道路上布下了大量障碍。到1249年11月路易国王终于开始进军之后，他便立刻被约翰所遭遇的同一道障碍所阻——埃及人据守的阿什蒙运河根本无法跨越，他不断建造的各种桥梁、堤道都被敌军的远程武器所摧毁。最终，路易找到了一个仅能供骑兵使用而步兵无法跟随的深水渡口，在夜间带领骑兵涉渡而过。起初埃及人受到了奇袭，但国王的弟弟，阿图瓦的罗伯特（Robert of Artois）在国王亲率主力抵达战场之前便带领前卫部队鲁莽地冲进了曼索拉城（Mansourah）街道，使路易丧失了获胜的可能性。罗伯特及其手下部队全军覆没，路易抵达后付出了一半骑士伤亡的代价才进抵曼索拉周边地区。不过路易最终还是成功抵达了自己营地的对岸，步兵们也终于得以完成他们早已花费了大量劳力去建造的堤道，与国王会合。这样一来，法国人便在阿什蒙运河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由于损失过于惨重，军队已经无力继续前进。他们在曼索拉附近徘徊数月时间，既无力前进又不愿撤退，直到军队中爆发了饥荒和瘟疫后才被迫放弃入侵。可到了此时，埃及人早已破坏了十字军与杜姆亚特之间的道路，在向北挣扎撤退的过程中，他们又在连续数日的撤退战中被切成了碎片，最终国王本人也被敌军包围，成了阶下囚。在那之后不久，全军所剩的少量残部也放下了武器，他们甚至无法像1221年的约翰那样与敌军议和，而大部分俘虏也都被埃及人冷血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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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被埃及人俘虏的法王路易九世



对于法王路易的整个计划而言，即使他能够在抵达阿什蒙之后立刻成功渡河，他仍要继续面对尼罗河的三条宽阔支流以及无数运河才能到达开罗，而这些河流都是十分易守难攻的。对于十字军之所以两次疯狂地选择根本不可行的杜姆亚特—曼索拉—本哈（Benha）一线，而沿非萨拉耶和伯贝司的开阔道路前往开罗，只能解释为这是他们极度缺乏地理知识所导致的结果。很显然，十字军被杜姆亚特的港口和要塞所吸引，认为在佩卢西乌姆以东完全没有任何城镇的情况下，可以将此处作为非常优秀的前进基地和补给站，并将这里视为南下的最佳起点。除此以外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的其他解释。在完全占据制海权的情况下，一支军队可以随意选择在任何地点登陆。佩卢西乌姆以东的海岸虽然水位相对较浅，但对于13世纪那些轻型船只而言根本不构成任何障碍。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如今英国地形测量局绘制的尼罗河三角洲官方地图就能发现，在佩卢西乌姆以及周边沼泽以东有一片沙滩，其水深足以供轻型船只靠岸。由于这里距离埃及的军事中心十分遥远，当地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任何抵抗行动。

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判断，13世纪对埃及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失败主因，即是在缺乏地理知识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可行的进军道路。如果他们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原本有很大可能会获致成功。关于这一点，穆斯林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在基督徒初战获胜之后，埃及人已经军心涣散。1220年，艾尔-卡米尔甚至曾提出只要十字军能够撤离杜姆亚特并返回家乡，他就将耶路撒冷、太巴列、吉布莱特、阿斯卡隆、拿撒勒（Nazareth）以及劳迪西亚割让给他们。到了1249年，穆斯林几乎在没有遭到任何攻击的情况下就撤离了杜姆亚特，而集结在阿什蒙运河背后的大军事实上也是秩序混乱、士气低落。倘若这支军队在萨拉耶和伯贝司附近没有宽大河流保护的开阔地区被迫应战，他们肯定无法守住阵地。

与试图征服埃及的两次灾难性远征相同，1101年普罗旺斯的十字军以及1248年路易七世的大军也同样是因为对地理知识的完全缺乏才招致毁灭。



第三节

十字军的战术

[image: _0284_150]
◎与同时期西欧的大部分军队一样，十字军最初也将战斗力的重心完全放在骑兵身上，步兵则只是辅助部队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行动中，贡献士兵最多的那些西欧国家，正是那些骑兵地位正处于巅峰时代的民族，其中包括法国、阿基坦、洛陶林吉奥、西部德意志诸邦以及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和诺曼人。在1096年集结于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大军之中，所有民族都将骑兵视为主要战斗力。这支军队中之所以跟随着数以万计的步兵，并不是因为领主们认为他们能够在会战中发挥什么作用，而只是穷人的宗教热情也和富人一样猛烈。而按照教皇的说法，一个人无论穷富，都拥有踏上寻找圣地之路的平等权利。虽然在围攻、宿营以及其余一些繁重但不起眼的勤务中步兵也十分必要，但他们的地位仍然很低。在十字军与敌人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多里莱乌姆会战中，步兵就被留在了营帐中，仅有骑兵单独应战。而在此战之中，步兵甚至连营地安全都无法保证——突厥人的迂回部队成功进入了营地内，屠杀了数百名非战斗人员。

当时的十字军只熟悉一种战术，即凭借重骑兵进行冲击作战。在他们眼中，步兵最多也只能在双方正式交战之前通过向对方发射箭雨来揭开战幕，要么就只能用来守卫营地。

在与他们对敌的众多敌军之中，十字军认为突厥人是最为强大的，后者已经利用自己的帕提亚战术，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且纪律性最强的东罗马帝国重骑兵。其余如埃及法蒂玛王朝等穆斯林势力则仍在使用老式的撒拉逊战术，对十字军的威胁也要小很多。他们仍与利奥以及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笔下所描述的前辈相同，依仗自己的重甲骑兵冲锋来决定会战成败，但这些撒拉逊骑兵在个体素质方面要弱于拜占庭部队，而相比法兰克骑士差距还要更大。正如同君士坦丁堡诸帝所面临的情况一样，突厥人的马弓手才注定是十字军的主要威胁。正是他们，不仅给首支入侵东方的十字军，而且也给其后每一支西方军队结结实实地上了几堂苦涩的课程。

在上一卷中，我们已经对拜占庭帝国战争艺术中，关于如何在战场上应对突厥人的原则进行了介绍。简言之，这些原则分为以下几点：一、战场上必须时刻拥有坚韧而且数量充足的步兵；二、必须在军队周围精心设置哨所和哨兵，以免遭到奇袭；三、避免在无法观察到敌军部署情况的破碎地形上交战；四、保持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和侧卫；五、作战时保证背后（可能的话还有侧翼）拥有河流、沼泽、悬崖等天然障碍物掩护，以阻止突厥人惯常使用的迂回战术威胁自己侧翼或者营地守军；六、必须为营地设防；七、绝不能鲁莽地追击敌军，也绝不能让步兵与骑兵脱节。即使在完全明了这些原则必要性的情况下，拜占庭人仍然多次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对于十字军而言，这些原则中很大一部分都根本无法实现，他们或是将一些措施视为丢人之举，或是此前完全不曾尝试类似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能取得什么好结果呢？事实上，由于十字军极为鄙视希腊人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不愿从希腊人身上学习任何东西，只希望拜占庭皇帝能够提供向导和军费，导致十字军对那些拜占庭教条根本一无所知。十字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就违背了所有的这些教条，就好像是他们记下了这些原则，故意反其道而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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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由隐士彼得率领的农民大军，这支军队在行军过程中便全军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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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族及其家臣组成的第二支十字军，由于人员素质、指挥以及装备较好，这支军队成功抵达圣地，并占领了耶路撒冷



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和“赤贫者”沃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带领下首先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人马，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支军队。由于其中只有极少量的骑兵，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同胞眼中，这些人都根本不能被视为作战人员。当他们最终在尼西亚附近被塞尔柱人消灭之时，据说其人数仅有五百名骑兵和两万五千名步兵。在先前行军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这批人马就已经因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攻击而损失了数千人。毫无疑问的是，在早先的灾难中，步兵所承受的苦难要远比骑兵更多，因此步兵最初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无疑还要更大。

1097年5月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大军情况则完全不同。按照西欧人的观点，这支部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富有的伯爵、公爵以及他们装备精良的家臣都效力于这支部队，其人数按照最高的估计达到了十万名骑兵和六十万名步兵之多。虽然这个数字并不现实，但在当时，其骑兵和步兵的人数比例，无疑要比“赤贫者”沃尔特手中那些乌合之众更加合适很多。

可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几乎在与突厥人的第一次作战中便遭到惨败。在对尼西亚展开围攻，并击退了苏丹基利日·阿尔士朗一世（Kilidj-Arslan-ibn-Soliman）所进行的几次解围行动后，十字军成功迫使尼西亚投降。从6月27日开始，他们开始沿着经由多里莱乌姆、费洛米利乌姆、伊柯尼乌姆通往塔尔苏斯的罗马大道向小亚细亚内陆推进。十字军路途所经之处已经彻底化为赤地，“罗马帝国（Romania）原本是一块物产众多的富庶国家，如今却已经被突厥人残酷地蹂躏，余下的少量小块耕地之间也相隔极为遥远”。人马所需的粮草极难找到，因此征发行动所覆盖的范围也要比平时更大，而这绝不是单纯的粗心大意。整支军队被分为两个纵队，互相保持着大约七英里的间隔齐头并进。右翼纵队由布永的戈德弗雷、图卢兹的雷蒙德、维尔曼多伯爵休米（Hugh，Count of Vermandois）等人的家臣，以及大部分的法国、洛陶林吉奥人组成。左翼纵队则由博希蒙德、坦克雷德的西西里诺曼人、佛兰德斯的罗伯特（Robert of Flanders）、诺曼底的罗伯特以及布洛瓦的斯蒂凡组成。两支纵队在人数和兵力结构方面似乎大致相当。



多里莱乌姆会战（1097年7月1日）



走出卑斯尼亚群山之后，十字军进入到了一块开阔的高原，其上流淌着桑加里乌斯河（Sangarius）的主要支流锡姆伯拉河（Thymbres）。该地地形破碎，很难找到坚固的阵地，十分适合于突厥人所采取的战术，由轻骑兵组成的突厥游击支队也开始聚拢在十字军纵队周围。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统帅们却还是没有让两支纵队集中起来，甚至也没有拉近二者的距离。在敌军进入视野后，他们也只是将自己漫长的行军纵队稍微集中了一下，并向外派出巡逻队以免遭到突袭。6月30日，十字军在锡姆伯拉河以北数英里处宿营，其位置与早已化为灰烬的多里莱乌姆古城相距不远。7月1日，我们最应关注的左翼纵队，在开始继续前进一小时后便收到侦察兵报告称有数量十分庞大的突厥人正在接近。此时已被领主们推举出来统率全军的博希蒙德下令架起营帐，并将行李卸载到了一片芦苇荡旁，以便为自己提供掩护。在此之后，他就把部队排列在了行李纵队前方。步兵被留在后方保护辎重，正面战线完全由骑兵组成。可就在营地尚未完全建起，骑兵也没有列好队形之时，突厥大军突然从各个方向涌来，同时对十字军的正面、侧翼和背后发动进攻。苏丹此时已经召集起了麾下所有可用部队，虽然他没能来得及为尼西亚解围，但仍然信心十足地要在一场开阔地上的会战中复仇。现在，即使是小亚细亚最遥远的塞尔柱部队都已经汇集到了他手下，士兵总数也因此变得庞大无比。按照十字军估计，突厥人拥有十五万到三十万大军，而令法兰克人最为惊讶的是，所有突厥人都拥有战马，其全军都完全由马弓手组成，视线之内根本看不到任何一名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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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突厥大军。与十字军一样，突厥部队也完全由骑兵构成，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轻装的马弓手，重骑兵比例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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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厥人紧逼之下步步退却的十字军



短短几分钟内，十字军便完全被对方包围了。突厥人从各个方向施加压力，一些从背后出现的突厥人切断并击溃了很多会战开始时尚未赶回营地的掉队士兵，另外还有一些突厥人从侧翼威胁十字军。与此同时，其主力则从正面接近法兰克人的战线。他们没有列成任何正规的阵型，而是如同潮水一般以松散的序列围绕着十字军，对后者密集的重骑兵队列发射箭矢。由于对手并没有一个主力的部分可供法兰克人发动冲锋，博希蒙德为避免手下士兵陷入混乱，并没有下令全线推进，而是等待对方接近自己，可突厥人根本没有作此打算，生力军也不断冲上来，在将自己所有的箭矢射尽后撤向两翼。最终，十字军变得愈发急躁、愤怒，战线很多地方都有部队不等待命令而冲向前去。不过这些骑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突厥人，对手看到他们冲上前来便会后退，利用箭雨压倒他们，从远距离射杀他们的马匹。由于有着重甲保护，十字军所受到的杀伤其实远比对方所希望的更少。可是当他们掉头想要回到战线之中时，敌人就会接近过来，拦截掉队的士兵，甚至还成队地消灭了很多部队。在看到突围行动根本无法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后，十字军很快就放弃了将敌军驱离的打算，只能转而控制住自己，缩紧行列坚守阵地。可是如此被动的战术反而导致十字军变成了突厥人口中更为绝望的猎物，随着突厥人浓密的箭雨不断落入人群中，十字军的行列开始变得松散混乱。这场十字军损失惨重，而突厥人几乎毫发未损的不对称作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之久。十字军最终变得愈发动摇，本能地开始向营地方向后退。侧翼部队的情况最为严峻，这些部队被压向中央，导致原本秩序良好的战线逐渐变成了嘈杂的人群，而且，即使能够撤回营地，他们也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帮助。在会战进行的同时，很多突厥部队从后方对营地发动进攻，他们击溃受命守卫营地但却一片混乱的步兵，冲入了营地。等到骑兵向营地撤退时，突厥人已经在其中大肆砍杀牧师、侍从、女人等非战斗人员了，被杀者的喊叫声甚至压过了会战的噪音。不过当骑士们接近营地后，突厥人却认为十字军是有意赶回来驱散他们的，因此停止了抢劫行动，退出了营地。一位目击者说道：“事实上，虽然敌军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行动，但实际上不过是因为绝望而被迫为之。我们就像羊群中的绵羊一样互相拥挤着，早已失魂落魄。虽然已经被突厥人团团包围，但根本没有勇气从任何方向上进行突围。天空中充满了喊杀和惨叫声，一部分来自于作战部队，另一部分则来自于营地中的人们。我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救的希望，认为自己即将因为罪孽深重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很多人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便从行列中脱离出去，去寻找距离最近的牧师祈求上帝宽恕。诺曼底的罗伯特、布洛瓦的斯蒂凡以及博希蒙德等统帅们虽然仍在努力击退敌军，有时还对敌军发动冲锋，但收效甚微。突厥人已经接近了过来，并鼓起最大的勇气对我们发动进攻。”


所有情况都预示十字军即将面临一场浩劫，可就在此时，会战的形势突然在一瞬间被逆转了过来。当天早些时候，博希蒙德曾派出信使去寻找右翼纵队（左翼纵队的统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右翼在哪），最后信使们找到了在六七英里外宿营的右翼。获悉战况之后，戈德弗雷、图卢兹的雷蒙德以及其他统帅们立刻带领着手下的全部骑兵披挂整齐，快马加鞭赶往战场。在主力部队前方，他们还派出了一些轻装的骑手去通知博希蒙德自己即将到来，右翼纵队的步兵则被留在后方守卫营帐。

突厥苏丹似乎完全忽视了对戈德弗雷这支纵队的侦察工作，或者忘记了他们有可能赶来参战。右翼十字军赶往战场的途中根本无人阻拦，最终当他们登上战场所在谷地边缘的山脊顶峰时，整场会战都在其脚下一览无遗。十分幸运的是，此时突厥人为了接近博希蒙德的营地，已经将部队收拢在了一小块土地之中，而增援的十字军正好可以攻击他们的左翼和背后。

戈德弗雷认清，只要他能够在突厥人发现自己到来并做好准备前发动猛攻，他就能获得奇袭突厥人侧翼和后方的绝佳机会。在传令后方部队全速赶上之后，他身先士卒率领着先头部队，也就是55名自己的骑士家臣冲向了突厥人。戈德弗雷看到苏丹及其卫队正位于突厥半圆阵型中央的一个土丘上，便直接向那里冲杀了过去。而他这次勇猛的冲锋也使敌军终于意识到战局已经逆转。右翼纵队的其余十字军全速跟在戈德弗雷背后，每支部队都沿着自己能够找到的最短路线越过了山脊——图卢兹的雷蒙德前进到了博希蒙德营地的左侧，佛兰德斯人位于戈德弗雷正后方，普伊主教（Bishop of Puy）则沿着一个较远的山坡穿过了山脊缺口，来到了突厥大军中央部分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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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莱乌姆会战之后正在埋葬死者的十字军



在意识到一支生力军已经抵达战场之后，异教徒们根本没有时间重组战线。数千名基督徒骑兵对突厥人发动猛攻，席卷了他们的左翼，并从后方对其中央部分发动进攻。由于法兰克人在展开和前进时的匆忙，其冲锋必定十分混乱，可即使如此，突厥人也根本没有试图抵抗。突厥人在恐慌之下，全军都疯狂地逃离了战场，仅有苏丹卫队坚守了一小段时间以便使主人得以逃跑。博希蒙德的疲惫之军看到友军出现在敌军后方，也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冲锋，使胜利更为彻底。这样一来，突厥左翼便被夹在两支基督教军队之间，在逃出战场前遭受了极为惨重的伤亡。

十字军获胜后对敌军展开了全力追击，使敌军无法重新集结，占领了其物资充足的营地并最终彻底击溃了敌军。此后在十字军穿越小亚细亚内陆高原的数周时间内，基利日·阿尔士朗都不敢再向对方挑战。这位苏丹的追随者更是惊恐至极，在胜利者停止追击之后依然全速奔逃了很长时间。十字军重新开始进军后，有三天的时间里，道路边上都堆满了因突厥人疯狂奔逃而累死的战马，“尽管此时仅有上帝仍在追击他们”。

相对于战况的激烈程度而言，双方实际损失可以说很小。突厥人仅在会战最后的十分钟内，因左翼遭到两支基督教军队的夹击而受到了一定打击。戈德弗雷手下的法兰克人根本不曾受创，博希蒙德的部队虽然在箭雨下煎熬了五小时之久，但由于拥有厚重的盔甲保护，人员损失要远比战马更少。胜利者在会战中近损失了4000人，失败者更是仅损失了3000人，而这一数字也毫不令人意外。基督徒的损失绝大多数来自于在营地中遭到屠杀的劣等步兵。

多里莱乌姆会战的胜利不过是运气使然。由于将军队分成了两个互不联系的纵队，而且在行军时也十分粗心大意，十字军本应遭受一场失败。在两支纵队相距仅有六七英里的情况下，戈德弗雷的援兵花费了五个小时才抵达博希蒙德附近，足以证明二者对互相所在位置根本任何了解。很明显，这五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都被博希蒙德在突厥人开始进攻时派出的信使所花费掉了。由于不知道右翼纵队的位置，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寻找友军。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支由数万人组成而且携带着庞大行李纵列的纵队，只要能够知晓其大概方位，肯定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我们也只能认定两支纵队肯定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二者都在自顾自地随意行军。

毫无疑问，若不是右翼援兵在正确时间出现在了最有效的位置上，左翼肯定要遭受一场惨败。法兰克人根本无法应对自己未曾遭遇过的突厥战术。他们不曾试图让步兵与骑兵配合行动，既没有让装备弓箭的步兵与突厥马弓手对射，也没有让装备长矛等长柄武器的步兵组成一道屏障，给冲锋退回战线的骑兵提供掩护。不过我们在上文中也能看到，这些缺乏训练的步兵甚至连营帐都守不住，因此很可能也无法有效担负起那些任务。但也正是由于缺乏步兵，博希蒙德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让骑兵采取守势坚守阵地这样一种最为无望的战术。这一选择的危险程度，事实上和他们所尽力避免的，在侧翼暴露的情况下对突厥人半圆形包围圈中心发动冲锋的危险性同样巨大。停在原地任由对方向自己发射箭矢，只能导致失败而绝无任何获胜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法兰克人在承受了五个小时的箭雨后已经开始混乱地向营地撤退，若不是援兵赶到，他们很快就会彻底崩溃并遭到屠杀了。

[image: _0293_156]
◎博希蒙德率军攀登安条克城墙



无论是否配得上会战的胜利，十字军还是赢得了自由穿越小亚细亚的机会。直到抵达安条克之前，他们都不曾再被迫与对方进行会战。而到了十字军开始围攻该城时，军队的状况也已经发生了巨变。由于在漫长行军中极度缺乏给养，人员损失的数量高得吓人，数以万计的步兵倒毙在路边，而由于西欧战马无法承受炎热气候，而且当地草料数量既不充足而且种类也有所不同，导致大部分骑兵都失去了坐骑。到1097年至1098年冬季，十字军营地中尚能作战的马匹数量据说已经不足一千匹，若不是凭借着一两次胜利的机会幸运地从敌人那里俘获了大批叙利亚战马，十字军全军都要成为步兵了。

对于安条克的长期围攻（或者不如说是封锁），并没有太多值得讨论之处。十字军的攻城武器根本无法对查士丁尼时期遗留下来的坚固城墙造成什么威胁。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十字军宿营在奥龙特斯河与城墙之间的一块三角地带，封锁着城市东部和东北部的三座城门，但对于敌军从西北和北面的城门出入却放任不管。倘若围攻就这样进行下去，十字军可能永远都无法攻陷该城。直到进抵城下五个月之后，法兰克人才造起一座箭塔来控制西门，并建造了“桥头堡”来封锁安条克城与奥龙特斯河相连的吊桥。直到此时，守军才终于开始感到威胁。此后突厥人的给养，尤其是马匹所需的草料开始捉襟见肘。可即使如此，突厥人也仍然没有完全被封锁于城内，他们仍然能利用一些小门在夜间出城，而且从未与友军彻底失去联系。与此同时，基督徒们所遭受的苦难也并不比对手们要少——他们已经耗尽了临近地区的资源，被派到远方征发给养的支队经常被突厥人切断。尽管他们能够通过圣西蒙（St.Simeon）的港口与大海取得联系，一支热那亚舰队也已经驻扎在了那里，但他们与舰队的联系却经常受到干扰且必须要冒着极大风险。饥荒在整个冬季和早春始终统治着十字军营地，人员和马匹就像苍蝇一样成批地饿死。

对法兰克人而言幸运的是，这次围攻期间爆发的两场最激烈的交锋，都是在不适合突厥战术发挥的战场上进行的。

第一场战斗是二者中相对更重要的一场。叙利亚的埃米尔们集结了一支军队，试图为安条克解围，或至少也要干扰围攻军队的行动，其人数据估计在12000人至28000人之间。获悉这支军队到来之后，十字军的统帅们决定先发制人。此时突厥军队已经前进到了位于安条克以东16英里的哈伦克镇（Harenc，即哈利姆）。其通往安条克的最佳道路，要穿过奥龙特斯河以及十字军营地以北的开阔地，进抵吊桥。不过这条道路上存在一个危险的隘路，位于安条克以东七英里左右，贝格拉斯湖（Begras）南端在这里距离奥龙特斯河仅有一英里左右，而隘路就位于这块地峡。十字军决心在此处拦截前来解围的敌军——此时他们对于营地附近的地形已经颇为了解，博希蒙德也已经发现，此地不仅能使敌军的人数优势无从发挥，而且由于地峡入口处的丘陵地形，十字军可以将一定数量的部队隐藏在背坡上，从而奇袭敌军。

法兰克人此时仅能在战场上投入七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由于战马的状况已经是如此之差，只有如此少量的战马还能承受一小段夜间行军以及次日会战的压力。负责指挥行动的博希蒙德就带领着这支小部队在黑夜掩护之下从营地出发，“越过了七条山谷和七座山脊”，在大湖与河流间地峡的附近占据了阵地。第二天清晨，突厥军队开始出现，其主力前方拥有大批马弓手掩护。十字军以五个中队组成第一线，后方还保留有一个预备中队。当所有突厥人全军都进入了隘路之后，博希蒙德便对敌军的前卫发动了冲锋。经过短暂的散兵战斗之后，突厥前卫便开始后退，在一片混乱中退向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如果异教徒们拥有足够时间和空间进行展开的话，十字军肯定会被击败，但此时突厥人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而且两翼还有湖水和河流阻碍。突厥前卫给其余部队造成了巨大混乱，突厥人的主力互相拥挤在有限空间里，既无法分散开来也无法迂回十字军的侧翼，虽然他们也曾尝试抵挡十字军的冲锋，但是当博希蒙德和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之后，突厥人便放弃抵抗，开始逃跑。可是在两侧被湖水、河水阻拦的情况下，即使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少于两千名突厥骑兵或被十字军杀死，或是淹死在了水中。法兰克人发动了猛烈追击，在夜幕降临前占领了哈伦克镇，并俘获了对方的行李纵列（109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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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安条克后，十字军对该城进行了大屠杀



第二次战斗的情况还要更为简单。安条克守军从吊桥发动突围，穿过奥龙特斯河来到了河对岸的平原上。他们很快便遭到了攻击，由于背后的河水阻碍，突厥人既不能展开成他们惯用的新月阵型，也不能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传统战术。在十字军猛烈的冲锋之下，突厥人被狠狠地推向了奥龙特斯河。在他们挣扎着撤退时，愚蠢的埃米尔巴格吉-萨甘（Emir Baghi-Sagan）却关上了城门，导致突围部队损失惨重，数百人被杀死或者淹死（1098年3月）。

1098年6月4日，由于城内一位军官叛变，安条克才终于陷落。毫无疑问，十字军根本无法凭借武力攻克该城，而且由于安条克与开阔地带的交通线也只是受到严重阻碍，而并没有被完全切断，用饥荒来迫使安条克投降也并不现实。在城市陷落的当天，一支解围大军的前卫便来到了附近。在这支军队中，不仅有周边的叙利亚王公们，就连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军队也远道而来，联合起来解救巴格吉-萨甘。这支军队由摩苏尔的埃米尔卡布卡（Kerboga）统领，人数据称达到了十五万甚至二十万之巨。短短几天时间之内，这支生力军便席卷了安条克附近的全部平原，将十字军封锁在了原先的营地和新占据的城市两地。由于安条克的卫城仍握在原有突厥守军手中，法兰克人的情况十分危险——在安条克城破时，巴格吉-萨甘的儿子沙姆斯·阿德都拉（Shems-ed-Dowleh）率领着守军残部进入卫城寻求保护。十字军必须分心监视这批突厥人，而后者之所以没有进行突围行动，也只是因为法兰克人在一些险峻高地上建起了碉堡，以免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地形发动突袭。



安条克会战（1098年6月28日）



由于上述情况，十字军所面临的局势并没有在攻破安条克之后好转。虽然他们已经占领了城市，但现在反过来又被卡布卡围攻。在僵持了超过三周之后，十字军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曾让他们在冬季里痛苦不堪的饥荒也再次爆发。法兰克统帅们认清自己要么拼死一搏，要么就只能坐以待毙。因此十字军决定从吊桥冲出城外，对突厥人发动进攻，后者此时正宿营在奥龙特斯河北岸。这一次，十字军终于决定让骑兵和步兵联合作战，而这对如今的他们而言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骑兵现在已经减少到了仅剩数千人的地步，无法再独力与卡布卡的大军对敌。十字军中已有数百名身经百战的英勇骑士失去了战马，不将他们带上战场也是极不合理的。即使步行参战，骑士们在信心和坚韧方面也远强于那些未经训练、不值得信任的普通步兵。而有了这些身着重甲、英勇过人而且地位高贵的骑士加入，即使是西欧那些低劣步兵在面对敌军时，也会变得不那么容易发生恐慌和混乱。由于上述原因，这一次十字军对于让步兵一同进入战场也做了尽可能详尽的安排。他们将步兵分为若干小队，分别交给有能力的指挥官来带领，而这些小队可能也是依照士兵们所使用的武器类型编组的。虽然步兵中肯定有数千人并未装备远程武器，但在史料中被提及最多的还是弓箭手和弩手。在面对像突厥人这样完全依靠弓箭作战的敌军时，己方装备了远程武器的部队就显得格外宝贵。前文我们也已经提及，由于步弓手可以使用长度更大、射程也更远的弓箭，因此他们也是最能有效对付马弓手的兵种。虽然除少数几个地区以外，西欧大部分弓箭手素质都并不算很高，但他们在对付突厥骑兵时仍能发挥很大作用。当然，十字军的统帅们绝不会指望全凭弓箭获胜。步兵仍然只是辅助部队，会战的胜负还是要依靠重骑兵冲锋来决定。十字军将各步兵小队排列在第一线，每支小队背后部署一小队骑兵，在会战中，步兵首先与对方接战，骑兵负责给予对方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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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安条克之后，十字军很快便遭到突厥增援部队的围攻，由于缺乏给养，十字军们只能依靠发现圣矛等所谓“奇迹”来维持士气，最终决定出城与对方决战

6月29日周一，十字军在安条克街道上一队队地排列整齐，其前卫紧邻吊桥，准备在收到信号后冲出城门。我们很难确定十字军的具体编组情况，而不同编年史作者所给出的分队数量也从四支到十三支不等。其中可靠性最高的两个来源——雷蒙德·阿吉尔斯（Raymond d'Agiles）所著编年史以及《法兰克东征史》（Gesta Francorum
 ）分别给出了八支和六支两个数字。不过雷蒙德还记载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过程：“王公们原本将部队编为八个分队，可当我们带着所有能够携带武器的人冲出城外之后，又组成了五个新的分队。这样一来，我们便是以十三个，而非原先的八个分队投入战斗了。”有两到三本编年史中记载了每个分队中的贵族姓名，而在这些名单中，关于前四个分队和最后两个分队的分歧很小，但对于中间那些由勃艮第人、南法兰西人以及普罗旺斯人组成的分队，其组成情况很难确定。按照不同编年史的猜测，由布永的戈德弗雷和普伊主教阿德玛尔（Adhemar）所率领的这部分人马，可能只编成了两个大型的分队，也可能编成了四个甚至七个小型的分队。按照我们分析的大体结果来看，十字军最初安排洛林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两支大型分队位于中央，左翼则由阿基坦人和普罗旺斯人的两个分队组成。但当他们进入平原地带后，中央的两个大型支队又被分别重组成了三个和四个小队。如果雷蒙德·阿吉尔斯所言不虚，那么这一安排就是临时所为，原因则在于战前准备时王公们低估了战线中的士兵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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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的围攻和会战（1097年10月至1098年6月）



依据史料记载做一总结，我们可以推测出如下的战斗序列：法王的弟弟休米指挥的北法兰西人，罗伯特伯爵的佛兰芒人，征服者威廉之子罗伯特指挥的诺曼人，这三个分队组成全军右翼，在出城时位于纵队前部；在他们后方出城的三个分队分别是洛林人、勃艮第人以及中法兰西人，其中后者由戈德弗雷公爵指挥，另外两支分队似乎由图尔伯爵雷吉纳德（Reginald，Count of Toul）和圣·波尔伯爵休米（Hugh，Count of St.Pol）指挥，以上三个分队构成了全军的中央；在他们之后则是普罗旺斯人、阿基坦人以及西法兰西人组成的四个支队，这些部队组成了全军左翼，由西法兰西人的指挥官阿德玛尔主教负责统领，另外三个分队指挥官分别为奥兰治伯爵兰博（Raimbaud，Count of Orange）、迪耶公爵伊苏德（Isoard，Count of Die）以及布里多尼人柯南伯爵（Count Connan the Breton）；最后出城的是坦克雷德和贝亚恩的加斯东（Gaston of Bearn），二者分别率领着阿普利亚人（Apulian）和加斯科涅人（Gascon），此外还有博希蒙德带领的大部分意大利诺曼人和西西里诺曼人，这三个分队在其余战友背后组成预备队，以便在全军穿过吊桥进入平原时保卫其后方。

关于每支分队的人数，对我们唯一有用的信息来自于艾克斯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Aix），他记载在戈德弗雷公爵亲率的分队中，骑兵和步兵相加也不超过两千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伯特在著作中故意夸大了法兰克人的弱势，而且戈德弗雷的分队可能原本就比其余分队人数更少，至少据我们所知，博希蒙德的分队人数就要比戈德弗雷手下士兵多很多。但是根据推测，十字军全军的兵力人数仍应该在25000人到30000人之间，其中可能有十分之一是骑兵。我们知道，在十字军展开战线后，其长度在两英里左右。即使考虑到步兵分队之间留下了供骑兵进退的空隙，在排成六排的情况也需要20000名步兵才能覆盖这一宽度。由于这些步兵的平均素质不高，倘若只排成三排或者四排，那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面前站稳脚跟，因此其深度不可能少于六排。再加上博希蒙德的预备队以及步兵背后的骑兵数量，我们认为三万人应为更接近事实的数字。

卡布卡的营地位于安条克城东北、奥龙特斯河对岸两英里左右的一个山脚下。在穿过吊桥并列成战线之后，十字军便决定直接朝着敌军营地前进。他们的正面指向东北偏东方向，右翼位于奥龙特斯河，左翼则与丘陵地带相连。根据计划，各分队在穿过吊桥后都应按照战斗序列展开在各自位置之上。位于纵队前方的几个分队在过河后立刻停止前进，并在河岸附近展开，中央部分则继续前进将战线向北延伸，而前进距离最远的左翼则要一直进抵大山脚下。这一安排最危险之处在于，卡布卡可以先放任十字军的一两个分队过河，趁着后方各支队仍拥挤在城门和吊桥时发动进攻。倘若他果真如此行动，那十字军们的命运很可能就会像康柏斯内斯会战（The Battle of Cambuskenneth）中华伦尼男爵（Earl Warrenne）的军队一样——在主力尚未进入战场时前卫就已经被彻底击碎。不过，这位埃米尔更愿意放任基督徒全军都进入到平原上，以便利用这里的空间来迂回对方侧翼，利用典型的突厥战术包围、摧毁敌军。据称他曾说：“敌军前进得越远，就越会任我们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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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会战中的十字军



直到基督徒们一个分队接一个分队地跨过吊桥之后，卡布卡发现对方的数量要远比自己所估计的更多，甚至可能填满整个平原的宽度，阻止一切迂回行动。直到此时，卡布卡才终于带领军队行动起来。显然，当这位埃米尔挥动自己的右翼从丘陵地带边缘穿过平原，占据十字军计划中的左翼位置时，休米、两位罗伯特、戈德弗雷等几个分队已经就位，阿德玛尔主教则刚刚开始在其左侧展开。这样一来，沿着山脚展开的15000名突厥骑兵便呈直角对着十字军尚未完成部署的左翼。据说这些突厥骑兵中包括鲁姆苏丹基利日·阿尔士朗以及阿勒颇的勒德旺（Ridwan of Aleppo）。阿德玛尔主教及其后方的三个支队在向与中央和右翼齐平的阵位前进时遭遇了极大困难，不过在最终成功进入预定位置后，他们却将卡布卡的军队给切断了，鲁姆苏丹所率领的分队也被彻底与主力部队隔开。这导致会战演变成了两场互相独立的战斗，一面是十字军主力与突厥中央及左翼部队的战斗，另一面则是博希蒙德的基督徒预备队与异教徒右翼分队的战斗。博希蒙德意识到，倘若基利日·阿尔士朗对戈德弗雷和阿德玛尔的后方发动攻击，就将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此他急忙催动部队前进，背靠着主力部队，面向西方展开了自己的预备队，其战线与阿德玛尔和戈德弗雷的部队平行，正位于十字军中央偏左侧的背后。按照一些史料的说法，戈德弗雷也紧急派出图尔的雷吉纳德去支援预备队，抵挡来自后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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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会战



在主力会战中，十字军出人意料地轻易获得全胜。卡布卡是一位愚将，而他的盟友——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埃米尔们既不信任卡布卡，也不信任彼此。按照穆斯林史学家们的说法，当时有一支人数颇多的土库曼人（Turcoman）辅助部队，由于之前受到了阿勒颇的勒德旺挑唆，临阵脱逃导致全军陷入混乱。毫无疑问，当基督徒们以弓箭手在前、骑士在后的整齐战线推进时，突厥人放弃了原有位置而退向了营地。他们虽然在营地附近重组了战线，但由于法兰克人已经填满了从河岸到丘陵的整个平原，侧翼不可能再被迂回，突厥人失去了施展其惯常战术的机会。在他们首次撤退时，表面上还颇有秩序，但这一次在法兰克人的重压之下，异教徒军队变得越来越混乱，最终演变成了全速溃退，领头者正是懦夫卡布卡。突厥人从奥龙特斯河与安条克湖之间的道路逃亡，抛下了营地和所有不幸的随营人员，任凭法兰克人残杀。科马尔丁（Kemal-ed-din）也说：“没有一名战士阵亡，但步行的辅助兵、马夫和仆人却惨遭屠杀。”

后方的战况则要激烈得多。鲁姆和阿勒颇的突厥人满怀着愤怒冲向博希蒙德分队，后者则率领步兵组成一个密集的环形阵拼死坚守阵地。这些部队暴露在突厥人的箭雨之下，时不时还会有一些敌军放弃自己的传统战术，举着刀剑冲锋过来，使博希蒙德面临极大风险。图尔的雷吉纳德赶来支援后，也遭到对方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按照一些史料记载，雷吉纳德手下几乎所有步兵都被击溃。不过当突厥人看到主力已经逃跑之后，便认清自己已经输掉了会战。与此同时，得胜的十字军显然也派出了更多部队来支援博希蒙德。在点燃草原掩护撤退之后，异教徒们便向西逃向了大海。博希蒙德和雷吉纳德虽然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守住了阵地。由于卡布卡和突厥主力部队的懦弱无能，这支迂回部队也遭受了彻底失败。

安条克会战的结果令法兰克人和突厥人都感到十分惊讶。基督徒惊讶于自己能够在人数不足、士兵饱受饥荒困苦的情况下，仅靠一次决死冲锋便顶着东方的烈日将异教徒击溃，因此将胜利完全归因于超自然因素。他们声称阿德玛尔主教手持的圣矛吓得对方四散奔逃，而圣乔治（St.George）和圣德米特里厄斯（St.Demetrius）所率领的天堂大军也参与了胜利——据说他们“穿着白色战袍，骑在白色战马上，高举着白色旗帜”。穆斯林将这场以少胜多的会战归因于哀兵必胜的道理以及真主的善变，认为上天是在用失败来惩罚埃米尔们的罪过。

对于想要寻找会战胜负真实答案的人而言，事实上原因足够明显。突厥人这一次又是在不适于发挥其传统战术的战场上作战——法兰克人将右翼靠在河岸，因此无法迂回，而遭到威胁的左翼也突破了敌军派来包围自己的支队，成功进抵山脚。在两翼都得到了天然障碍物的掩护后，法兰克人只需笔直向前冲锋即可，而突厥人要么选择自己不擅长的短兵相接，要么就只能逃跑。突厥人选择了后者，法兰克人因此赢得了胜利。倘若没有博希蒙德和图尔的雷吉纳德保护背后，法兰克人本可能遭受惨败，可是当背后的攻势陷入僵局之后，突厥主力部队便再也没有任何胜机了。

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本应牢记多里莱乌姆和安条克两场会战的教训，但在后文中我们能看到，仅有双方的少数杰出人物发现了这两场会战的真正意义。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双方经常重复着自己早已犯过的错误——突厥人会在狭窄地形作战，而法兰克人也经常不让步兵与骑兵依照合适比例协调行动。



阿斯卡隆会战（109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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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绘于13世纪的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手稿，可见其中对于攻城塔的描绘。直到圣城陷落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才终于行动起来，派出军队试图收复该城，并导致了阿斯卡隆会战



在十字军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除安条克会战以外双方再无大规模交战。1098年至1099年余下的时间里被一系列围攻战所占据，我们将在后面介绍早期十字军攻城武器时加以详述。直到1099年8月，双方才终于进行了下一场会战。这一次十字军的对手不再是突厥人，而换成了法蒂玛埃及的统治者穆斯塔里（El-Mustali Abul-Kasim Ahmed）。十字军抵达时，巴勒斯坦属于埃及领地，而耶路撒冷也是基督徒从埃及人手中夺走的。圣城陷落后不久（1099年8月），穆斯塔里便派出其手下大将阿夫达尔（El-Afdal）率领一支大军，试图驱逐十字军以夺回圣城。阿夫达尔手下的这支军队与十字军迄今为止所遭遇者并不相同，他们仍然使用着拜占庭人早已抗击许久的老式撒拉逊战术。其军队中拥有数千名装备着弓箭和铁锤（Flail）的黑种苏丹（Soudanese）步兵，骑兵则包括摩尔人和贝都因人组成的轻骑兵以及来自哈里发正规军的铁甲骑兵。与突厥人的马弓手不同，他们全部都是枪骑兵。由于长期与叙利亚的突厥王公们作战，穆斯塔里也无法指望得到这些人支援，不过其军队中似乎也存在少量的突厥佣兵。和往常一样，十字军的史料对于这支军队的规模只给出了一个三十万人的模糊数字，实际上其人数可在五万到六万之间。

法兰克人在8月13日从耶路撒冷出发迎敌，军队中拥有5000名骑兵和15000名步兵。自从在叙利亚取得一系列胜利以来，法兰克骑士们获得了大批阿拉伯马来取代一路死掉的战马，此时也已经可以重新上马战斗了，因此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要远比安条克会战中大很多。当十字军来到敌军附近地区时，由于害怕遭到奇袭和包围，他们将部队分成了九个支队，每个支队中都拥有步兵和骑兵。九个支队每三个列为一线，依次行军。这样一来，无论敌军是从前方、后方或是侧翼出现，十字军都能以三个支队接敌，三个支队支援，三个支队作为预备队。可事实上，反而是十字军奇袭了阿夫达尔的军队，并在阿斯卡隆以北数英里的一条山谷中夺取了正由三百名哨兵放牧的畜群。

败兵很快就把十字军抵达的消息带到了那位埃及维齐尔那里。阿夫达尔计划在第二天清晨与对方决战。他率军在阿斯卡隆以北的海岸占据阵地，其左翼紧邻着大海，右翼则倚靠着山丘，战线长度在两英里左右，其后方则是阿斯卡隆的果园和耕地，以及位于耶路撒冷城门外的营地。阿夫达尔将苏丹弓箭手们布置在战线前方，正规骑兵位于后方，右翼则布置有一队贝都因骑兵来迂回敌军侧翼，左翼由于贴近海岸线，无法进行任何迂回行动。

8月14日，十字军逐渐出现在了大海与山丘之间的沙地平原，越接近阿斯卡隆，平原的宽度就越大。接近埃及人之后，十字军也按照先前编组的分队从行军序列展开为作战序列。毫无疑问，诺曼底的罗伯特所率的三个先头分队首先停下脚步，图卢兹的雷蒙德所率的三个二线分队则在他们右翼展开，紧邻海岸。布永的戈德弗雷麾下的三个后卫分队则在罗伯特左翼展开，倚靠着山区。这样一来，九个分队一字排开，后方没有任何预备队，每个分队中都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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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卡隆会战（1099年8月14日）



当双方军队接近弓箭射程后，苏丹人便开始向十字军放箭，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单膝跪地拉弓放箭”。与此同时，撒拉逊全军都发出了一阵骇人的鼓噪声向十字军挑衅，贝都因骑兵也开始从右翼冲出来去迂回敌军左翼。按照一位学者的形容，埃及人“就好像一头雄鹿那样放低头颅，把犄角伸展出去，以便用它们把进攻者包围起来”，只不过由于战线西侧紧邻大海，这一翼无法进行任何迂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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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埃及军队在冲击力方面不及十字军，又不像突厥人那么灵活，因而在阿斯卡隆会战中被十字军打得惨败



戈德弗雷公爵凭借着骑士们的冲锋，不费吹灰之力便阻止了阿拉伯轻装骑兵的迂回。与此同时，十字军正面也开始全线推进。基督徒骑兵们冲锋速度之快，使苏丹弓箭手们每人只来得及射出一箭。无论在任何方向，埃及步兵都被法兰克骑兵所席卷，埃及全军也立刻陷入了彻底混乱。似乎埃及人并没有进行太多抵抗便在整条战线上被十字军凿穿了。诺曼底的罗伯特斩杀了为维齐尔背负战旗的卫兵，坦克雷德一路冲进了穆斯林的营地，图卢兹的雷蒙德则将敌军左翼赶进了大海。一部分埃及人逃进了阿斯卡隆镇，其余幸存者则向南逃跑，甚至还有些人游泳游到了锚泊在海岸外的战舰上。可即使如此，仍有数以千计的埃及人战死沙场。而在他们拼命挤过城门时，被践踏至死的人还要更多，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士兵在大海中淹死。会战结束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十字军仍在捕杀隐蔽在果园里或爬进树冠里躲藏的逃兵。十字军在敌军营地中缴获了大批战利品，阿夫达尔也险些被杀或者被俘。由于埃及人在逃跑方面不及突厥人灵活，损失也更为严重，因此这场胜利要远比安条克会战和多里莱乌姆会战更为彻底，可怜的埃及步兵们也几乎全部战死。

显然，十字军在对付埃及人时要远比对付突厥人更为轻松。埃及人试图以自己只装备了骑枪，而且素质不及对方的骑兵来正面对抗十字军重骑兵，而他们的步兵也并不比法兰克人更强。在开阔地上作战时，即使埃及人在数量上占据着极大优势，也一定会被击败。缺乏纪律的亚洲军队在面对由可靠统帅领导下的欧洲军队时，往往都会落得这般下场。而十字军此后在面对埃及人时，对敌军的蔑视也导致他们连最基本的警惕性都忽视了，哪怕是以一敌十或是在根本不合适的地形条件下也还是会发动进攻。这些鲁莽行径最终在几年后的拉姆拉会战（The Battle of Ramleh）中受到了惩罚，导致鲍德温国王在自己所看不起的敌人手下损失惨重。



两次拉姆拉会战（1101年9月7日、1102年5月）



[image: _0306_165]
◎在埃德萨接受亚美尼亚人欢迎的鲍德温一世。这位有勇无谋的国王在两次拉姆拉会战中都急不可耐地率领少量军队迎战穆斯林大军，虽然赢得了第一次拉姆拉会战，但却在第二次会战遭受失败



作为埃及的维齐尔，阿夫达尔直到两年后才从阿斯卡隆会战的阴影中走出来。1101年，他派出一支新军入侵巴勒斯坦，此时仍握在埃及人手中的阿斯卡隆便成为这支军队的前进基地。此时鲍德温一世已经继承了其在位仅仅一年的兄长戈德弗雷，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这个小小的王国除首都以外，仅拥有贾法、阿尔苏夫以及恺撒里亚三座港口，而且其中后两座还是在热那亚舰队的支援下才刚刚在1101年夏季攻克的。鲍德温一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冲动鲁莽的统帅，可以说是一位被拜占庭学者们深深鄙视的典型法兰克将军。埃及部队的数量虽然不及阿斯卡隆会战，但依然十分庞大。按照沙特尔的弗切尔（Fulcher of Chartres）估计，埃及人拥有11000名骑兵和21000名步兵，而穆斯林史学家们则提到这支军队由埃米尔萨阿德·多利赫（Emir Saad-ed-Douleh）指挥。面对这支强敌，鲍德温却决定仅利用短短数日内可从耶路撒冷集结起来的少量兵力前去迎敌。他不愿等待自己派驻在外的各支部队前来集结，更不愿意等待需要数周才能从安条克或埃德萨赶来的援兵。埃及人在9月5日从阿斯卡隆出发后，鲍德温也离开耶路撒冷前往贾法。埃及人并没有在贾法与鲍德温交战，而是前进到了位于耶路撒冷国王与耶路撒冷城之间的拉姆拉，该地与耶路撒冷和贾法的距离大致相等。鲍德温也跟随敌军来到了此地，当时他手下仅有200名骑士、900名步兵以及60名骑着借用战马紧急充实骑兵人数的治安官。他将这支小小的部队分为六个支队（各支队均为步骑结合），之后便鲁莽地挥动部队冲向埃及大军。后者早已获悉鲍德温的到来，而且其战线长度也远远超过了对方两翼。鲍德温率领着自己的小部队，就好像“扎进鸟群的猎人一样”冲进了敌军中央。至于法兰克人的具体阵型，我们所能掌握的全部描述仅有沙特尔的弗切尔那一句“按照军事艺术准则部署”而已。可即使这短短一句来自12世纪的叙述，也足以证明鲍德温在发动进攻时鲁莽地忽视了可能的危险。

似乎当双方战线接近到一千步的距离时，骑士们便开始催动战马冲向埃及人，远远地把步兵甩在了身后，只有鲍德温本人还率领着六个支队之一的40到50名骑兵留在后方与步兵一同行动。基督徒开始冲锋后，埃及人也将两翼调转过来围住对方，从四面八方对十字军的骑兵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右翼两个支队的骑士们从侧翼遭到打击，彻底被对方击溃，几乎无一人幸免于难。其余三个支队的骑兵也被占据优势的敌军淹没，几乎就要像右翼两队一样崩溃瓦解。此时，鲍德温率领着预备队中的小股骑兵冲入了战斗最激烈之处，给敌军人群带来了必要的冲击。埃及中央部分在冲击下崩溃逃亡，原本已经取得了胜利的穆斯林左翼也退出了战场。可虽然双方骑兵的战斗决定了会战胜负，后方的十字军步兵却依然遭受了埃及两翼极外侧部队的猛烈打击。步兵们的战斗十分艰苦，弗切尔也在记载中承认：“十字军虽然在前方赢得了战斗，但后方的情况却极为悲惨。”倘若鲍德温的胜利步伐比实际情况慢那么几分钟，十字军步兵本可能会被打得支离破碎，全军覆没。事实上，鲍德温所取得的胜利也十分勉强，甚至有500名得胜的左翼阿拉伯人登上了贾法城墙，炫耀那些阵亡十字军的盾牌和头盔，并对贾法守军高喊鲍德温已经全军覆没。不过，当这些人返回战场时却并不知道自己的主力已经逃离，导致他们意外地冲进了基督徒中间，几乎被斩杀殆尽。

鲍德温的部队损失十分惨重。80名骑士战死沙场，将近骑兵总数的三分之一。无疑，这些骑兵几乎全部隶属于在会战开始阶段被消灭的那两个支队。与之相比，步兵被杀死的数量还要大得多。根据记载，埃及人的伤亡数字最高可能达到15000人，但这一数字并不太现实，其实际损失数量可能并不比对手更高。虽然穆斯林史官们并没有给出太多会战的细节，但也说他们的指挥官沙姆斯·阿德都拉因战马倒地而死，而据说曾有一位占星家在很久之前便已经如此预言过。整场会战延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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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表现第二次拉姆拉会战的绘画。在这场会战中，鲍德温险些将整个耶路撒冷王国输给对方。这幅画作同样作于文艺复兴时期，十字军的骑兵在画中变成了步兵，唯一准确的只有十字军背后逃之夭夭的国王和贵族



令人惊讶的是，在1101年9月这次险些战败的战斗过去仅仅八个月后，鲍德温便在同一片战场上变本加厉地再次使用了这套鲁莽的战术。1102年5月，埃及人又一次从阿斯卡隆出发前进到了拉姆拉，并在那里宿营。而鲍德温也又一次不等周边要塞援军到来，便仅带领着家臣出发迎敌。在贾法，鲍德温收编了一批来自西方的十字军骑士，后者正是1101年那次不幸东征的生还者，其指挥官为布洛瓦的斯蒂凡和勃艮第的宫廷伯爵斯蒂凡（Stephen，Count Palatine of Burgundy）。即使加上这批原本打算回国的骑士，鲍德温手中的骑兵依然不足200人，但由于他确信敌军只是一支800人到1000人的劫掠分队，因此他还是直接进向了拉姆拉。可事实上敌军带来了一整支军队，其人数与前一年在此处被击败的那支不相上下。弗切尔对此评价道：“国王完全被骄傲和空想所主导，不等待更多援军，不以合适的作战序列进入战场，不听从任何警告，不等待步兵跟上，在亲眼看到庞大的敌军出现在比自己所预想的距离要更为接近的位置上后，才终于停止前进。”鲍德温带着手下那不到200名骑士笔直冲向了敌军中央，希望能够重演去年自己获胜那一幕。不过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而且这一次鲍德温连可以保护后方、承担一部分压力的步兵都没有，法兰克人很快便被敌军团团围住，几乎全军覆没。鲍德温仅能带领少数骑士杀出一条血路逃之夭夭，布洛瓦伯爵、勃艮第宫廷伯爵、旺多姆伯爵（Count of Vendome）以及超过150名骑士战死沙场。鲍德温国王过于轻视埃及军队，而且没有认清单凭鲁莽的孤注一掷绝不可能弥补百倍的数量差距。

历经数次险象环生之后，鲍德温才终于到达了阿尔苏夫，并从那里乘坐着英格兰冒险家戈德里克（Godric）的帆船前往贾法。他在那里遇到了前来增援的部队，原本他只要多等待几天，便可以在会战之前与他们会合。圣奥梅尔的休米（Hugh of St.Omer）从加利利（Galilee）带来了80名骑士，耶路撒冷也有90名骑士赶来，同时还有数量可观的步兵伴随着他们。几周后，又有一支拥有多达二百艘船只的东征舰队从英格兰和德国来到此处，其指挥官为英格兰人哈丁（Harding the Englishman）以及西伐利亚人奥托、哈德玛斯（Hademuth）。当这些骑士全副武装地登上海岸之后，鲍德温便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足以从贾法启程再次与埃及人进行正面会战。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让骑兵与步兵配合作战。由于得到了舰队带来的援兵，鲍德温手中的步兵数量已不少于7000千人。他们主要以弓弩作为武器，始终压制着敌军骑兵。而1000名骑士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埃及人试图接近时发起冲锋，将对方逐退。异教徒们最终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给法兰克人造成打击之后逃之夭夭，将营地抛弃给了胜利者。可是埃及人似乎并没有太多人马阵亡，即使是十字军一方的史学家也只给出了“三千人”这样一个数字，相比于通常的记载而言这个数字极为谨慎。虽然这次胜利并没有造成决定性的效果，但依然拯救了巴勒斯坦。倘若十字军再次战败，拉丁王国便要立刻灭亡了。

我们本希望能够获悉更多关于此战中英格兰人表现的细节，因为他们在这支军队中肯定占据着可观的比例，但我们本国的史学家并没有对戈德里克和哈丁详加记载。我们只知道前者正是后来成为“隐士”和“圣人”的芬夏尔的戈德里克（Godric of Finchale）。



第四节

十字军的战术

（续）

我们并不想撰写一部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或者战史，而只希望说明十字军时代的战术特点，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法兰克人与穆斯林之间那些数不胜数的大小战斗详加记载，只需介绍一些展示出了重要战术细节的战例。总体而言，在多里莱乌姆、安条克、哈伦克、阿斯卡隆、拉姆拉以及贾法等战场上所看到的那些有趣情况，在12世纪的作战中依然会反复出现。

在对付突厥人时，只要十字军能够注意下述几点，通常都能获胜：一、让骑兵与一支装备远射武器的坚韧步兵队伍配合作战；二、将战场选在异教徒无法施展传统帕提亚式包围骚扰战术的地形上；三、携带充足的食物以避免饥荒风险。在面对埃及等非突厥穆斯林军队时，十字军获胜的可能性还要更大。只要能保持一般的警惕，获胜便易如反掌。法兰克人与这些孱弱敌人之间的战斗，与早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战况十分相似。当时少数英国人屡次对数量庞大的印度军队发动进攻，尽管英军在任何方面都居于劣势，却还是百战百胜。对十字军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战场上必须拥有能够为骑兵提供支援并能够掩护骑兵集结的充足步兵。即使步兵无法独力赢得会战，也是他们的存在，才给骑士们带来了赢下会战的可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法兰克人鲁莽地向荒芜地区中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区进发，他们就很可能在那里遭到包围、骚扰并最终筋疲力尽。另外，如果骑士们因为自己的阶级荣誉感而误入歧途，将步兵抛在身后，他们也很容易遭受惨败。

在本章中，我们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字军典型胜仗，它们分别是1119年的哈布会战（The Battle of Hab）、1125年的阿扎兹会战（The Battle of Hazart/Azaz）、1126年的玛吉-萨法会战（The Battle of Marj-es-Safar）、1191年的阿尔苏夫会战以及1192年的贾法会战。而因忽视上述准则而失败的例子，我们选择了1104年的卡莱会战、1187年的太巴列会战，1189年的阿克会战以及1250年的曼索拉会战。



哈布会战（1119年8月14日）



1119年6月27日，安条克亲王罗杰（Roger，Prince of Antioch）与手下大批骑士一同在血地之战（The Battle of Ager Sanguinis）的惨败中阵亡。马尔丁的埃米尔艾尔加齐（（Il-Ghazi，Emir of Mardin）作为胜利者，即将席卷整个安条克公国。为将安条克从突厥人手中拯救出来，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 of Jerusalem）手下封臣，的黎波里伯爵庞斯（Pons，Count of Tripoli）快马加鞭从南方赶来增援，远至埃德萨的军队也加入了国王麾下。等到安条克军队残部重新集结整编与主力会合后，全军总计拥有七百名骑士和数千名步兵。鲍德温率领这支军队前去解救正被艾尔加齐围攻的城堡泽尔达纳（Zerdana），该城虽在援军赶到之前陷落，但鲍德温在会战当天对此一无所知。艾尔加齐同样也获得了援军加强，其政治对手——大马士革的托克塔金（Toktagin）同意暂时抛弃争端，并带来了一支包括其自己麾下骑兵以及部分埃米萨征召兵的大规模部队。突厥人总计集结了大约两万名骑兵，步兵的数量则没有被史料提及。通常而言，突厥的埃米尔们也只依赖于马弓手。

在会战当天破晓时分，鲍德温在经由哈布前往泽尔达纳途中将军队排成了比以往十字军所采用者更加复杂一些的阵型。其第一线由三个分队组成，每个分队中的骑兵都拥有步兵支援，二者可以互相掩护。在第一线背后的中央，鲍德温亲自率领着麾下家臣，并将后者组成了三个分队。他们右侧是的黎波里伯爵及其家臣，左翼则是泽尔达纳的领主罗伯特·福尔考伊（Robert Fulcoy，Lord of Zerdana）以及安条克的诸位男爵和骑士。如果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安条克大臣戈蒂埃（Gautier，the Chancellor of Antioch）所言不虚，那么还有另外一支安条克分队受命担任后卫。庞斯和罗伯特的骑兵并没有被部署在与第一线平行的位置，而是位于其后方一段距离，以便对付敌军可能的迂回行动，而倘若敌军的压力主要集中于中央，国王也可以从后方对第一线进行支援。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故意为之，这一阵型与拜占庭皇帝“智者”利奥在讲述如何对付穆斯林时所提出的阵型极为相似。如果我们将哈布会战的阵型图与第四卷第二张中的示意图对照来看，这一点就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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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会战（1119年8月19日）



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鲍德温拥有大约两千或三千名步兵，并将他们部署在了第一线的骑兵背后，而利奥笔下则是一个没有任何步兵支援的纯骑兵师。鲍德温的骑兵总共分为九个中队，每队80人，三队位于第一线，三队位于第二线，左右两翼各一队，最后一队位于后方。艾尔加齐和托克塔金似乎希望能够在破晓时分奇袭法兰克人，但当太阳升起之后，他们却发现鲍德温规模不大的军队正在以整齐的战斗序列前进，异教徒们所发出的呐喊和鼓噪声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艾尔加齐因此决定转而采用普通的突厥战术，以新月队形前进，试图包抄基督徒两翼。他本人率领美索不达米亚人位于右翼，托克塔金则率领着大马士革和埃米萨部队位于左翼。突厥人非常清楚，基督徒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步骑协同，因此艾尔加齐决定尽可能压倒对方的第一线部队，并计划对鲍德温集中了所有步兵的中央进行一次猛烈攻击。十字军的步兵及其前方的三个骑兵中队遭到了非常凶猛的进攻，骑士们被逐退到了步兵面前，而后者也遭到了攻击。突厥人没有使用弓箭，而是手持长矛、刀剑英勇冲锋。在骑士们被逐退后，法兰克步兵根本无法抵挡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冲锋。法兰克步兵装备的远程武器是为了对抗突厥弓箭而准备的，无法应付白刃作战。他们虽然英勇战斗，但还是逐渐陷入混乱，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双方在两翼的战况却平分秋色。艾尔加齐在右翼率军对的黎波里伯爵发动进攻，将后者击退并驱赶着敌军后退，迫使其与鲍德温的第二线搅在了一起。而在左翼，罗伯特·福尔考伊和安条克人却凭借英勇的冲锋将大马士革人彻底击溃，导致对手在混乱中溃逃。倘若罗伯特能够毫不迟疑地从侧翼向敌军中央发动冲锋，那么他便很可能直接赢下会战。可由于此时他尚不知晓泽尔达纳已经陷落，一心收复领地的罗伯特根本没有如此考虑，而是在追击了大马士革人一段距离后便脱离了会战，向泽尔达纳疾驰而去，他本人及其手下部队也没有继续参与到剩余的交战之中。

[image: _0313_168]
◎一幅作于19世纪的鲍德温二世画像。在哈布会战中，虽然当天双方在战场上平分秋色，但鲍德温还是成功阻止了对方的进一步入侵



另一侧的艾尔加齐没有犯下同样错误，而是直接对鲍德温的第二线发动了进攻。从此时开始，战况变得极为胶着——法兰克人的前卫和左翼被驱赶着混乱地退向中央，基督徒能否获得胜利，完全取决于国王是否能凭借手中的预备队扭转战局。鲍德温一次又一次地率领着骑士进行冲锋，击退涌上前来试图给会战画上句号的突厥骑兵。无论敌军从前方、侧翼还是后方前来，国王和手下骑士们总能出现在危险方向上。重骑兵们一次又一次高喊着“圣十字架！”对敌军发动冲锋，将异教徒逐退。夜幕即将将临时，艾尔加齐放弃会战撤兵而去，将战场控制权留给了鲍德温。

可就在这位马尔丁的埃米尔撤退时，他意外地与罗伯特·福尔考伊的部队撞在了一起，后者在发现泽尔达纳早已落入异教徒之手后正在迟缓地返回与国王会合。安条克骑士们行军时秩序混乱，而且没有任何警惕，很容易便被突厥人击溃了，罗伯特本人也因为在战斗中坠马而被对方俘虏。托克塔金在会战数日后冷血地下令处死了罗伯托，但罗伯特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正是因为他在会战时自私地抛弃了战友，才招致了最严重的惩罚。

并不知晓这一灾难的鲍德温始终坚守着战场，直到夜幕降临后才退回哈布。第二天清晨，他又回到战场埋葬了己方阵亡者并搜刮了敌军的尸体。由于此时突厥人已经彻底不见踪影，他也获得了宣称自己获胜的正当理由。实际上讲，这场会战只能算是平局，但由于敌军此后便不再继续进犯安条克，十字军也算是达到了会战目的。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鲍德温有100名骑士和700名步兵阵亡，另外还有更多士兵在被击溃之后数日都没有返回。突厥一方也损失了2000人到3000人。

这场会战中双方平分秋色的情况，与后来的蒙特雷里会战（The Battle of Mont'l'hery）十分相似，而戈蒂埃对于双方逃亡者的记载详细程度，也足以和后来科米纳（Commines）回忆录中众所周知的经典段落相去不多。戈蒂埃写道：“我们的逃兵跑到了哈布、安条克，甚至最远还逃到了的黎波里，他们在各地声称国王已经全军覆没。而在另一方面，那些被（我们左翼）逐出战场的突厥人也涌入了阿勒颇，发誓说艾尔加齐、托克塔金以及所有突厥人都已经被对方屠杀。”虽然鲍德温可以宣称自己在日落时占据着战场，但艾尔加齐也可以展示自己从耶路撒冷国王一位侍从骑士那里夺来的一面王旗，而且他手中还有罗伯特·福尔考伊以及不少贵族战俘。但是在处死了30名战俘之后，艾尔加齐没有继续自己的战役，而是回到马尔丁征召更多部队，这也证明其口中声称的胜利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不过艾尔加齐的宣传似乎成功骗过了自己的史学家们，倘若按照科马尔丁的著作来看，鲍德温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宣称自己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虽然当天双方平分秋色，但接下来几个月中发生的事件却足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艾尔加齐回到了家乡，鲍德温则占领了战场，并在秋季重新夺回了泽尔达纳以及突厥人在罗杰亲王死后所占领的大部分城堡和城市。

这场哈布会战（又称达尼特会战）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十字军在此战中首次采用了比安条克、阿斯卡隆、拉姆拉等会战中那种“前排安置步兵，后排骑兵支援”更为复杂得多的阵型。鲍德温作为埃德萨伯爵期间曾多次与突厥人交战，而在他加冕为国王之后，这些经验也终于开花结果。突厥人也学到了不少，他们不再完全依赖弓箭，而开始勇敢地使用刀剑、骑枪进行冲锋。他们意识到，装备着弓箭的法兰克步兵的威胁甚至比骑士还要大，因此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费在清扫敌军步兵。而且由于突厥人已经认清马弓在威力上要弱于步兵使用的手弩，他们也没有像先前那样试图用弓箭射杀步兵（很少能够成功），而是直接手持着骑枪进行冲锋。不过他们这一次之所以能够成功，显然也要得益于鲍德温错误地将三个中队的骑士安排在了中央步兵部队的前方，而不是后方。

为介绍双方进一步的战术发展，我们还要将时间推进几年，来到阿扎兹会战和玛吉-萨法会战的时代。



阿扎兹会战（1125年6月11日）



在1125年6月11日爆发的阿扎兹会战中，鲍德温似乎重新采用了安条克、阿斯卡隆两战中的简单战术。他将全军分为13个分队，各支队都拥有自己的步兵和骑兵。由于其手中骑士人数达到了1100人，而步兵只有2000人，因此每个分队中拥有大约80名骑兵（与哈布会战时基本相当），步兵数量则在150人左右。13个分队被分别编为中央和左右两翼三个部分。右翼由安条克的部队组成，左翼是埃德萨和的黎波里部队，三者中最为强大的中央则是国王从巴勒斯坦带来的家臣们。我们推测两翼可能分别拥有四个分队，而中央拥有五个分队，不过我们两位主要的史料作者——弗切尔以及泰尔的威廉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

鲍德温的对手阿尔-波索基（Al-Borsoki）拥有分为21个分队的15000名骑兵，史料中没有提及他们曾依照传统突厥战术进行迂回，反而说他们趋前攻击法兰克步兵。双方的弓箭互射只持续了很短时间，鲍德温便下令全部骑兵进行总冲锋，而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异教徒最初还能坚守阵地，但当骑士们突破了他们的行列后，突厥人便丧失了信心，开始崩溃逃亡。两千名突厥人在战斗中阵亡，而基督徒却只损失了24人。步兵与骑兵的合理协同带来了一场几乎无血的胜利。



玛吉-萨法会战（1126年1月25日）



突厥人在阿扎兹会战次年首次将步兵带上了战场。毫无疑问，他们终于认清了步骑协同作战要远比单靠马弓手更有效率。1126年1月，鲍德温国王跨过约旦河向大马士革前进，一路大范围烧杀抢掠，以报复托克塔金在前一年8月对巴勒斯坦进行的类似劫掠。率军阻挡鲍德温的是大马士革的阿塔贝格及其儿子，他们不仅率领着骑兵，还拥有一批“精选出来的青年，他们全副武装地由骑兵驮载，当敌军接近后便从马上跳下来步行作战。突厥人希望可以让步兵从一侧攻击，骑兵从另一侧攻击，以使法兰克人陷入混乱”。

1月25日，也就是圣保罗皈依纪念日当天，双方军队在玛吉-萨法相遇。鲍德温将部队列成12个步骑结合的分队，“以便两个兵种能够互相给予合理的支援”。除正规步兵以外，大马士革人在数量上并没有占据太大优势。基督教史学家也承认双方在数量上差距不大，因而没有像通常那样对敌军的庞大数量多加笔墨。可话虽如此，无论是因为背城之战给了他们守护家园和家人的使命，还是因为步兵给他们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支援，穆斯林的抵抗相较以往还要更为激烈得多。这场战斗也成为法兰克人在数年以来所面对的最为僵持（虽然并非最血腥）的会战。弗切尔也在著作中说鲍德温曾一度落入下风，敌军的箭雨过于猛烈，“由于箭矢极为密集，躯干和四肢的任何部分都无法保证安全”。法兰克大军被迫向后退却了很长一段距离，直到下午才近乎绝望地集结起来，拯救了自己的命运并继续开始推进。“但是我们的国王和他手下所有的骑士、家臣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全能的上帝也在保佑他们。”到黄昏时分，突厥人逃跑，法兰克人赢得了会战。两千名大马士革骑兵和难以计数的异教徒步兵被杀，基督徒只有24名骑士和80名步兵战死。按照泰尔的威廉那并不怎么可靠的记载，基督徒步兵们在会战中效仿国王和骑士们，在会战高潮时刻与骑兵一同冲向了敌人，他们通过射杀突厥战马给对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异教徒落马后便成为追击者唾手可得的猎物。但从威廉对于会战的描述中，我们很难弄清步兵是位于骑士们前方还是后方。他一方面说步兵们“被派去将受伤的战友从战场上救下，送回到行李纵列”，而另一方面他又说步兵们射杀了突厥战马，使敌军骑手们“落入从后面赶来的战友手中”。在前一段描述中骑士们似乎已经冲过了步兵所在的阵地，而后一段描述则好像是骑士们仍在步兵背后。威廉对于他出生之前那些会战的记述总是十分混乱。很可能会战开始时步兵位于第一线，而骑兵在后支援。当会战渐入高潮后，骑兵肯定会冲锋向前将步兵落在后方，而到终局阶段时步兵应该是追随着骑士们去扩大战果，而不会位于他们前方。很可惜的是，穆斯林一方对于这场会战并没有任何详细记载，倘若有的话，我们也许能像研究阿扎兹会战的细节一样，通过对比双方的记载理清不少头绪。

从玛吉-萨法会战到1187年耶路撒冷陷落的这段时间里，基督徒们有很多胜利都很值得称颂。但由于他们在战术上并没有展现出太多特别之处，所运用的也不过是上面已经提及的战术，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一笔带过。相比于那些胜仗，这段时间里十字军的几场败仗更值得加以讨论。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些失败加以详述，并讨论法兰克人的失败原因。

接下来我们必须关注的会战也是基督徒最后一场大规模胜利，而且因为对手正是在穆斯林中最为优秀的统帅——伟大的萨拉丁本人亲自指挥下，最强大、最令人生畏，也可能是最庞大的军队，这场会战也成为十字军最负盛名的会战。基督徒人数也要比先前在圣地所进行的任何会战都要多得多。幸运的是，双方都对这场会战进行了详细记载，而战场的地形也十分清晰明了，使整场会战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加以研究。



阿尔苏夫会战（1191年9月7日）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围攻，法兰克人于1191年7月12日收复了阿克。在尽可能延长抵抗时间之后，当地守军放下了武器，向法国和英格兰的两位国王投降。萨拉丁已经倾尽可能解救该城，持续不断地攻击围攻者的营地，但他并没能达到目的。在认清自己求援无望，阿克不出太长时间必将陷落之后，卡拉库什（Karakush）和玛什陶布（Mashtoub）两位埃米尔开城投降，二人还许诺说服苏丹为被俘驻军缴纳20万金币（Bezant），并交还真十字架以及1500名在太巴列会战中被俘，如今仍囚禁在大马士革等地的基督徒战俘。

攻克阿克之后的几周时间里，基督徒们仍留在这座大要塞内外宿营，与此同时萨拉丁也仍从位于城堡东侧山区中的营地中监视着他们。十字军之所以按兵不动，既有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的原因，也有城墙急需修补的原因，而且双方关于赎金的谈判也拖延不决。在此期间，法王腓力在全军一片诅咒声中返乡。他保证自己回到法国后会与英格兰国王的领土保持平静和友好，但“路人皆知腓力是如何信守诺言的，他回国之后立刻开始兴风作浪，搅得诺曼底鸡犬不宁”。在十字军方面，腓力将军队主力留给了勃艮第公爵以及香槟伯爵亨利（Henry，Count of Champagne）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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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收复阿克



[image: _0318_170]
◎在与萨拉丁谈判破裂后，理查屠杀了突厥战俘



试图与萨拉丁达成协议的尝试宣告无望后，查理因为没有收到赎金而屠杀了突厥守军。8月20日星期二，理查和勃艮第公爵将2600名不幸的战俘斩首，彻底宣告和平谈判破裂。两天后，十字军启程进军。

理查将收复耶路撒冷作为自己这次东征的最终目标，但从阿克直接向圣城进军又是不可能的，以法莲山脉（Mount Ephraim）在二者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只要还有其他道路可走，一支军队就绝不应直接翻山前进。若希望向耶路撒冷进军，最佳的前进基地便是贾法，理查也决定先将军队带到那里。他计划让军队沿海岸的罗马大道进军，途经海法（Haifa）、亚特利特（Athlit）、恺撒里亚以及阿尔苏夫前往贾法。同时舰队也与陆军齐头并进，只要船只能够接近海岸，双方便要尽可能在每一处地点都建立联系。对于一支极为缺乏运输手段，而且仰赖舰队提供给养的军队而言，这种联系也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军中的驮兽太少，包括帐篷、面粉以及各种零碎必需品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辎重都要由步兵来背负。几乎一半步兵都被当作搬运工使用，在军队开始行军后他们也没有被编入战斗序列。由于萨拉丁已经蹂躏了整个海岸，并拆毁了海法、恺撒里亚和阿尔苏夫，路途上根本没有任何食物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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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这位号称“狮心王”的国王，几乎可以说是十字军历史上最优秀的统帅。可即使他在阿尔苏夫击败了萨拉丁，却还是没能收复耶路撒冷



显然，十字军只要踏上征程，立刻就会遭到萨拉丁的骚扰，绵延数英里的细长行军纵列也一定会将突厥人从各要塞吸引到这片山地来发动攻击。为此，理查必须将军队的行军队形排布成只要一声令下即可组成战斗序列的队形。其前方、后方以及左翼全都可能遭到敌军进攻，只有右翼能够得到海岸保护。

面对着这种危险，理查国王尽可能进行了最妥当的安排。他将驮兽和背负行李的步兵安排在海岸边，其左侧则是被编为小队的骑兵，各小队互相间隔一段距离，覆盖整个行军纵列。而在骑兵左侧则是步兵主力部队，他们排成了一条连续的纵队，掩护住了全军东翼。步兵各单位虽然距离很近，互相之间也没有空隙，但为了方便行动还是被分成了12个分队，内侧的骑兵也被分别配给这12个步兵分队，二者平行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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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的南下以及萨拉丁的骚扰



这样一来，理查就将全军分成了12队步兵和12队骑兵，而这些分队又被编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具体编成无法确定。圣殿骑士（Templar）和医院骑士（Hospitaller）熟悉当地情况，而且还拥有一批“突厥之子”（Turcopole），即装备与突厥人类似，非常适于用来与突厥人对敌的雇佣马弓手，因此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每隔一日就会被安排在危险最大的前卫和后卫位置。英格兰国王的王旗被竖立在全军中央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大篷车上，其形制与几年前米兰人在莱尼亚诺（Legnano）使用的“插旗战车”（Carrochio）相似。据我们所知，各团的前后顺序每天都会变换。理查和手下的亲兵有一段时间位于前卫位置，但通常情况下他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是会带领亲兵们沿着队列前后巡视，仔细监督军队行动或为所需之处提供支援。此时尚未进入九月，天气仍然极为炎热。国王希望军队不被这一情况拖累，因此他只在清晨行军，每天前进的距离很少超过8英里或10英里。不仅如此，他还习惯性地让军队隔日暂停前进，让士兵们能够连续休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从阿克到贾法之间仅仅80英里的路程，理查花了19天才走完。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列出理查每日的行军情况，以显示他对于军队的关爱和谨慎。


8月22日，星期四，从阿克城下进至贝利斯河（Belus River），2英里。



8月23日，星期五，渡过贝利斯河，2英里。



8月24日，星期六，宿营休整，为后续行军做准备。



8月25日，星期日，进至海法，11英里。



8月26日，星期一，在海法休整。



8月27日，星期二，从海法进至亚特利特，绕过卡梅尔山的山肩，12英里。



8月28日，星期三，宿营休整。



8月29日，星期四，宿营休整，舰队抵达并提供给养。



8月30日，星期五，从亚特利特进至艾米拉特（El-Melat，即梅拉），13英里。



8月31日，星期六，从艾米拉特进至恺撒里亚，3英里。舰队提供了给养和增援。



9月1日，星期日，从恺撒里亚进至“死河”（Nahr Akhdar），3英里。



9月2日，星期一，宿营休整。



9月3日，星期二，从死河进至“盐河”（Nahr Isken-deruneh），7英里。



9月4日，星期三，宿营休整。



9月5日，星期四，从盐河穿过阿尔苏夫森林（Forest of Arsouf）进至罗切泰利河（Rochetaille/Nahr Falaik）。



9月6日，星期五，宿营休整。



9月7日，星期六，从罗切泰利河进至阿尔苏夫，进行会战，6英里。



9月8日，星期日，在阿尔苏夫宿营。



9月9日，星期一，从阿尔苏夫进至奥杰河（Nahr-el-Aujeh），6英里。



9月10日，星期二，从奥杰河进至贾法，5英里。舰队为其补充给养。


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十字军始终为突厥人的攻击所扰，尤其以8月25日、30日，以及9月1日、3日为甚。突厥人之所以在8月26日至29日期间暂停了攻击，原因在于理查从海法出发后紧靠海岸绕过卡梅尔山的山肩同时，萨拉丁已经从东方的山区穿过，在行动缓慢而且路程也更远的十字军之前抵达了恺撒里亚附近。另一方面，从8月30日起直到9月7日，萨拉丁始终保持在距离理查仅有数英里的地方寻找机会，一旦对方侧翼暴露出来，便从山上冲下发动进攻。《旅行记》（Itinerarium
 ）作者在书中对于那几天里突厥人采取战术的描述十分有趣：“异教徒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身披重甲，但行动更为迅速，因而能够不断带来麻烦。在遭遇冲锋时他们会选择撤退，而他们的战马也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余战马都更迅捷，其敏捷程度就好像燕子一样。看到你不再继续追击之后，他们便不再逃跑，转而掉过头来攻击你。他们就好像讨厌的苍蝇一样，你虽然可以挥手暂时把它们赶走，但只要你把手放下，它们又会立刻飞回来。你进它们就退，你退它们就进。突厥人也一样，当你把它们逐退之后转身归队时，他们就会一刻都不耽搁地追逐你，如果你再掉头，他们又会逃跑。当理查国王冲向他们时，他们总是会撤退。但对方还是一刻不停地跟在我们背后，搞一些恶作剧，不时射伤我们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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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丁在十字军前进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骚扰，但理查始终能控制住手下部队，没有冲锋



萨拉丁对十字军侧翼进行持续不断的散兵作战，绝不只是希望消耗对方士气。尽管他目前仅派出了通常为30或40人的小股部队从四面八方环绕着对方，但他本人也始终率领着主力部队保持在不远的距离上等待时机。他将部队隐藏在山地之中，希望法兰克人有一天会鲁莽地对其散兵部队发动全面冲锋。一旦十字军因进攻时的秩序混乱而导致战线脱节，萨拉丁就会立刻倾巢而出攻入对方战线上的裂缝，将敌军彻底击溃。不过理查国王始终保持着军队的严整秩序，以至于在长达三周的行军过程中都没让苏丹找到期盼已久的机会。国王本人经常带领着亲兵冲出战线，逐退那些距离过于接近的敌军，而主力部队的战线却从未有过任何动摇。只有在8月25日，也就是军队离开贝利斯河的第一天时，突厥人得到过一次机会。他们在十字军后卫穿过隘路时插入后卫与主力之间，但十字军很快便重新连接了起来，使进攻者不得不在抢劫了一小部分行李后便赶紧逃跑。与《旅行记》对突厥攻势的记载一样，伊本·萨达德（Boha ad-Din ibn Shaddad）对十字军行军的记载，我们也有必要在此引用。关于8月31日星期六的情况，他做了如下描述：


“敌军以战斗序列行军，他们的步兵位于我军与他们自己的骑兵中间，就好像一道城墙般坚实齐整。步兵们每人都身穿着一件毛毡长袍，里面还套着我方弓箭根本无法射穿的甲胄。与之相比，敌军却能用他们的手弩频频射倒穆斯林战马和士兵。我注意到敌军有人后背上插着一支甚至十支羽箭，却依然能够挣扎着依照原有速度行军，而没有落伍。敌军将步兵分为两半，当其中一半如上所言用于掩护骑兵时，另一部分便沿着海岸行军，进行休整，不参与任何战斗。当作战部队疲惫时，二者就会交换位置，轮流休整。骑兵在两支步兵中间前进，只有在发动冲锋时才会前冲到步兵屏障以外。敌军将骑兵分为三个部分，前卫由原耶路撒冷国王盖伊指挥，其手下集中了所有效忠于他的叙利亚法兰克人。第二部分是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太巴列夫人的儿子们以及其余部队作为第三部分位于其后方。在敌人全军的中央，有一辆大车上垒起了一座如同清真寺宣礼塔那样高大的塔楼，其上插着敌军的王旗。法兰克人始终以这一序列前进，作战也非常勇敢。穆斯林从四面八方射来一排排箭雨，试图激怒对方的骑士，引诱他们走出步兵屏障。可这一努力并没有奏效，骑士们令人刮目相看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不慌不忙地依照既定路线行军。与此同时，敌人的舰队也沿着海岸与陆军齐头并进，直到陆军抵达夜间宿营地点为止。由于敌军极为缺乏驮兽，半数步兵都被用来背负行李和帐篷而无法作战，因此敌军也从不进行长距离行军。我们很难不对敌军所表现出的耐心给予夸赞，虽然敌军并没有正规的军事指挥体系，而且在个人体质上也不占优势，但却能挨过如此疲惫的路程，最终成功在恺撒里亚河对岸扎下营地。”


从8月29日至9月6日，萨拉丁不断寻找着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但理查始终让部队保持着谨慎和纪律，使敌军根本找不到任何漏洞。显而易见，如果萨拉丁想要在基督徒进抵贾法之前让他们停下脚步，就必须不顾对方井然的行军秩序以及牢固阵型，孤注一掷地对其进行猛攻。萨拉丁决心在罗切泰利河与阿尔苏夫之间的土地上接受会战考验。由于那里的“阿尔苏夫森林”（Woods of Arsouf）有着巴勒斯坦极为少见的森林地形，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蔓延长达12英里范围，萨拉丁完全可以将军队隐藏在这里。这片浓密橡树林覆盖着山区所有相对低矮的山脊，在某些地方距离海岸也仅有不足3000码。在9月5日和7日两天的行军中，理查都要被夹在森林与大海之间。与萨拉丁一样，理查也意识到这片森林让敌军有机会发动奇袭。因此在9月5日，他告知士兵们当天有可能会爆发大规模会战，并倾尽一切努力避免秩序出现混乱。不过突厥人并没有在当天行动，十字军也安全地走过了穿越森林的前半段路程。9月6日，十字军宿营休整，其营地由从罗切泰利河口向内陆延伸的一大片沼泽地掩护着。这片无法穿越的地区今日被称为拉马丹沼泽（Birket-el-Ramadan），南北长两英里，东西宽三英里，可以将位于河口的营地完全保护起来。

9月7日，英王下达了继续进发的命令，当天十字军计划要从罗切泰利河前进到已被拆毁的阿尔苏夫，路程大约六英里。他们所走的道路沿一座山脉的缓坡延伸，距离海岸大约四分之三英里，与森林边缘则相距一到两英里。据我们所知，山上的森林足以供萨拉丁隐蔽其全部军队，同时其侦察兵也布满了森林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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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苏夫会战（1191年9月7日）



理查在当天将手下军队分成了12个分队，每队都拥有一大队步兵和一小队骑士。步兵们组成了一条连续战线，弩手们位于队列最外侧，行李纵列以及负责保护辎重的步兵一如既往位于最接近海岸的方向。我们并不清楚这12个分队在行军时的具体序列，我们只知道最前方的分队由圣殿骑士团的骑士、雇佣马弓手以及精锐步兵组成。接下来的三个分队则由理查手下封臣组成，其中布里多尼人和安茹人位于第二分队，普瓦捷人组成第三分队，他们由有名无实的耶路撒冷国王盖伊指挥。第四分队则是诺曼人和英格兰人，后者还负责保护那辆插有王旗的篷车。接下来七个分队由法国人、叙利亚诸男爵以及其他地区的小股部队组成，医院骑士则担负着后卫职责。在上述各分队中，法国部队可能被分成了四个“营”（Battle），分别由阿韦讷的詹姆斯（James d’Avesnes）、德勒伯爵（Count of Dreux）及其兄弟博韦主教（Bishop of Beauvais）、巴雷斯的威廉（William des Barres）以及贾朗德的威廉（William de Garlande）、梅尔伯爵德罗戈（Drogo，Count of Merle）指挥。香槟伯爵亨利负责在左翼监视随时可能从树林中冲出来的突厥人。法军的总指挥勃艮第公爵与理查一同沿战线前后巡视，准备支援战事吃紧的位置。12个分队被编组为五个大队，但史料中并未提及具体编制情况。不过毫无疑问，五个大队肯定有一部分包含三个分队，而另一部分则仅有两个分队。

萨拉丁首先放任基督徒全军拔营启程并前进了一段距离，而后才终于发动进攻。他没有对敌军漫长的行军纵队进行全线进攻，而将主要攻势集中在了后卫部队身上。显然，萨拉丁希望在放任前卫和中央自由前进的同时不断攻击、拖延敌军后卫，以此来造成十字军前后脱节。如果医院骑士团与相邻分队不堪骚扰而被迫停下脚步，甚至对穆斯林发动冲锋，而前卫仍在照常前进，那毫无疑问步兵的连续战线就会出现空隙。萨拉丁可以将自己的预备队投入到其中，将敌军切成两段甚至更多部分，借此赢得会战。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战斗中，萨拉丁大大低估了理查国王的谨慎和才干，最终导致自己遭到了血腥的反击。

当穆斯林突然从树林中冲出来时，十字军仍然维持着良好的行军秩序。萨拉丁将苏丹黑人弓箭手、贝杜因野蛮人以及可怕的突厥马弓手等大批蜂群一般的步骑散兵布置在前，由苏丹直属的重装马穆鲁克以及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诸王公封臣组成的密集编队在散兵背后清晰可见。从罗马大路到树林之间的两英里空间几乎瞬间就被这些部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片土地上布满了秩序井然的突厥骑兵队、色彩斑驳的大批旗帜，仅重甲骑兵人数可能就超过了两万。他们不像是雄鹰，而像是雨燕一般冲向了我们的行军纵列，天空都被敌军卷起的尘土所笼罩。因为异教徒们认为噪音越大就代表士兵越勇猛，每一位埃米尔前方都伴随着军乐队，手持着号角、军号、战鼓以及各种黄铜乐器发出骇人的鼓噪声，其后方的军队也呐喊着刺耳的战吼。可憎的突厥人就这样环绕在我们的前后和侧翼，方圆两英里范围内都被对方密集编队挤得严严实实，目光所及之处连一块空地都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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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苏夫会战当天，萨拉丁对十字军施以重压，但理查还是能维持军队秩序，没有胡乱冲锋

一部分突厥骑兵插进十字军前卫与阿尔苏夫之间，一部分突厥人紧随着十字军后卫。萨拉丁的主力部队从理查左翼接近，开始向十字军的步兵屏障和在其后方缓步行军的骑士们倾泻箭雨。十字军后卫似乎承受了最大的压力，突厥右翼在这里对医院骑士以及掩护他们的步兵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面对着突厥中央的法国部队所受压力较小，英格兰人、普瓦捷人以及前卫圣殿骑士虽然也在不断与对方交战，但却从未受到任何实质性攻击。

尽管敌军进攻猛烈，十字军仍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沿原路行军，没有任何动摇或者犹豫。弩手们不断发射箭矢将突厥人击退，而且由于他们的弩箭比敌军的箭矢更重，穿透力更强，杀伤敌军的数字也要大于自身损失数。队列中间的骑兵以缓步前进，只不过战马很快就因对方的持续箭雨而饱受痛苦，不少骑士都因战马受了重伤而被迫下马，手持骑枪加入步兵行列。另有一部分骑士在下马后还拿起了弓弩站在步兵前方，射杀突厥马匹为自己复仇。

十字军的缓慢南进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步兵们像城墙一样坚不可摧，没有给敌军任何攻破战线的可能。萨拉丁看到自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便仅带着两名卫兵和备用马匹冲进散兵中间，不断催促士兵们继续紧逼法兰克步兵。不久之后，理查的后卫部队就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他们暴露在来自侧翼和后方的双重火力下，弩手们不得不面朝着追击者倒退行军，因为只要他们掉头向前，突厥人就会立刻猛攻过来，让医院骑士面临崩溃的危险。一部分弩手开始动摇，但大部分士兵仍然十分坚定。“突厥人已经将弓箭放在一旁，像铁匠敲打铁砧那样敲打弯刀和流星锤，发出雷鸣般的噪音恐吓后卫部队。”

医院骑士团的团长不断派人请示国王，要求脱离战线发动冲锋。他抱怨说战马接二连三被敌军射倒，受命不得反击的骑士们已经按捺不住参战的情绪。理查回复说后卫绝不能破坏行列。他此前已经下令，全军将在传令兵吹响六次号军号之后进行全面冲锋，而在那之前任何人都不得脱离行列。显然，理查是希望等到突厥全军都投入到近距离战斗后，再发动骑兵冲锋。到此时为止，十字军仅有后卫受到了实质性的攻击，前卫和中央仅被敌军从远距离上骚扰。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让前卫进抵阿尔苏夫，十字军还能够获得进一步优势，因为那里的花园和房屋能够在决定性冲锋发动时为侧翼提供优良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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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字军不断施压的穆斯林部队。由于十字军后卫所承受的压力最大，位于此处的医院骑士也是最先发动冲锋的

在理查的命令下，医院骑士们继续忍耐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战马不断倒下，士兵们也因为盔甲无法保护之处中箭而不断负伤，他们变得愈发急躁、愤怒，整个后卫大队已经开始发生混乱，逐渐与紧邻其前方的法国部队交织在了一起。最终，当前卫部队刚刚进抵阿尔苏夫郊外时，后卫的耐心彻底耗尽了。医院骑士们没有等待国王吹响六声军号，而是在他所选定的时间前一刻冲了出去。两位指挥官（医院骑士团的元帅和一位著名骑士“卡伦的鲍德温”）领导着这批不守纪律之人突然拨转马头，高喊着圣乔治的战吼穿过步兵队列冲向异教徒。紧邻的部队立刻便跟随他们冲锋向前，与之相邻的法国人也跟了上去，将进攻浪潮推向了整条战线。理查看到木已成舟，也不得不允许前卫和中央的骑兵加入冲锋。在撒拉逊人看来，这次冲锋就好像早有安排一样，伊本·萨达德写道：“突然间，我们看到已经集结成密集编队的三支敌军骑兵挥舞着骑枪，高喊着口号冲杀过来。敌军步兵也突然放宽队列让骑兵们穿过。”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的攻势形成了斜形序列，左翼（后卫）在前，中央稍后，右翼（前卫）又比中央更靠后一些。

突厥人对西方骑士们可怕的冲锋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十字军从被动防御到勇猛进攻的突然转变也令他们措手不及，很快便耻辱地丢盔卸甲，四散逃亡。没有什么史料能比伊本·萨达德的记载更为诚实：“我方全线溃逃。我本人曾位于战线中央部分，那里的各支部队一片混乱，我原本想要逃到离我最近的左翼寻求避难，但当我到达那里之后却发现他们也正在全面撤退，其逃跑速度与中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紧接着我又赶到了右翼，而这里的情况甚至比左翼还要糟。最后我只能逃到苏丹近卫军本应为其余军队设立集结点的位置。虽然军旗仍在飘扬，还留在那里的近卫军却只剩下十七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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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冲锋的理查



在战场最北面，面对着医院骑士和法国部队的敌军早在十字军冲锋开始前便已经与对手短兵相接了，因此这些异教徒遭到了惨烈的屠杀。十字军的冲击导致穆斯林骑兵、步兵拥挤成了一团乱麻，士兵们根本无法轻易从中逃脱，基督教骑士们得以残忍地报复自破晓以来便不得不一路忍受的漫长试炼。穆斯林在四散逃往后方之前已有数千人被十字军砍倒。位于战线中央和南侧的突厥人与追击者距离相对较远，逃跑起来相对容易一些，此处的交战和杀戮规模也肯定要小许多。依照《旅行记》记载，从前卫算起第四个分队的英格兰和诺曼骑士尽管也在追随后卫和中央的斜形序列，但没能追上敌军。前卫部队的三个分队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正如理查国王在写给克莱尔沃修道院长（Abbot of Clairvaux）的信中所说，其手下12个分队中仅有四个与敌军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战，也正是这四个分队击溃了萨拉丁的整支大军。

在追击突厥人超过一英里之后，十字军停下脚步开始重组，他们没有像很多次会战中的法兰克人那样，让鲁莽的追击糟蹋胜利果实。那些保住了项上人头的突厥人，在十字军停止追击之后也停止了逃亡，反而掉过头来试图切断那些因追击太远而掉队、此时正在赶回队伍中间的骑士们。这些骑士中有少量被对方切断杀死，其中包括阿韦讷的詹姆斯，他是一位著名的骑士，负责指挥行军纵队中的后卫分队之一。在那些最快重整旗鼓投入战斗的突厥人中，就包括萨拉丁的侄子塔基丁（Taki-ed-din），有700名骑兵追随他的黄旗重返战场。

基督徒重新将战线整理完毕之后，理查又率领着他们发动了第二次冲锋，突厥人再次逃之夭夭。在将敌人再次击退一英里之后，英格兰国王谨慎地令手下士兵停止追击，而突厥人也仍有相当一部分军队转过头来再次战斗。十字军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冲锋终于将突厥人彻底赶进了他们背后的森林中。突厥人四散而逃，再也没有进一步抵抗。理查自然也没有进入灌木丛中进行追击，而是趁机将骑兵们带到了阿尔苏夫，步兵们早已开始在那里设立营帐了。

当天夜间，步兵和随营人员回到战场去搜刮敌军死尸。由于突厥人和后来的马穆鲁克一样，总是将金钱缝在腰带里或是带在衣服里，因此他们搜刮出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战利品。这些步兵报告说他们在尸体中发现了32位埃米尔，而敌军阵亡总数超过7000人。伊本·萨达德则说阵亡者中地位最显赫者是一位名为穆塞科（Mousec）的库尔德王公以及两位分别名为卡玛扎·阿德利（Kaimaz-el-Adeli）和利古沈（Ligoush）的埃米尔。在基督徒中，阿韦讷的詹姆斯是唯一一位阵亡的显贵，全军损失的人员总数也不超过700人。

这场重要而又有趣的会战就此告终，这也是法兰克人取得的所有胜利中最彻底也最典型的一战。十字军在早期会战中展示出的优点再一次大显神威。只要能够明智合理地让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并且谨慎行事，十字军便几乎肯定能够获胜。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理查对于东方战场而言是一位新来者，但他却远比任何一位前人都更有自制力、智慧和才干。在整个会战过程中，理查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把萨拉丁逐退，但他不仅仅只想要暂时将突厥人击退，而是希望能对敌军施以狠狠一击，以便让他们在更长时间里陷入瘫痪。想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引诱对方与自己短兵相接，故而当天上午理查采取了被动防御战术。按照《旅行记》的说法，如果冲锋能够再晚一些，十字军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战果，但医院骑士的突然行动，使冲锋发动的时间比国王计划的更早一些。但不管怎样，这场会战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萨拉丁虽然重新将部队集结了起来，但却再也不敢接近敌军，而只能拾起一面威胁一面进行散兵战的老办法。按照伊本·萨达德的说法，穆斯林军队的士气彻底崩溃了。苏丹在认清自己无法阻挡法兰克人在开阔地带的推进之后，立刻便开始将巴勒斯坦南部的阿斯卡隆、加沙、布兰奇·加尔达（Blanche-Garde）、吕大（Lydda）、拉姆拉等要塞一并拆毁。由于阿克守军的悲惨命运以及阿尔苏夫会战的结果依然记忆犹新，而且这些要塞本身也无法坚守太长时间，萨拉丁知道到他根本无法守住这些要塞，因此不敢为它们安排守备队。而萨拉丁所做的唯一一个例外安排，也充分证明了他的这种恐惧心理是如何明智。萨拉丁给位于巴勒斯坦至埃及道路上的达鲁姆要塞（Darum）安排了守军。理查在抵达那里后，仅带领着自己的亲兵进行了一次突袭。虽然他们在数量要少于守军，可穆斯林的士气已经动摇，突厥人在得到保全性命的承诺后便交出了卫城，使英格兰国王在抵达当地的四天之内便占领了该城。倘若他们能表现出阿克守军十分之一的勇气，就足以坚守要塞数周甚至数月之久。

这样一来，阿尔苏夫会战的胜利就使法兰克人占据了整个巴勒斯坦海岸。在修复了贾法城墙，使其能够作为进攻耶路撒冷的前进基地之后，十字军再次展开攻势。但是各部队之间的嫉妒和分裂却毁掉了这场虎头蛇尾的战役。虽然在理查仍驻扎于巴勒斯坦期间，十字军又进行了几次勇敢的战斗，但他们始终无法夺回圣城。最终双方签订的停战协议，也只是确认了叙利亚法兰克人对海岸地带的所有权，而这些地区原本便早已被理查重新征服了。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提及一场仅比散兵战规模稍大的会战，以进一步叙述理查的战争艺术。这场战斗发生在1192年8月5日，当时理查已经带领军队回到了阿克，而萨拉丁也进入了海岸地区，试图重新夺回刚刚重新设防的贾法。当理查仅仅率领着八艘船只前来救援时，守军早已被赶入了城内，处于投降边缘（8月1日）。突厥人一度被理查逐退，但他们在得知敌军数量稀少之后，又在8月5日破晓时分奇袭了基督徒的营地。理查身边此时仅有55名骑士和2000名步兵，步兵中大部分还是他从船只上带下来的热那亚、比萨弩手。及时得知数千名马穆鲁克和库尔德骑兵正在前来扫荡营地后，理查开始调遣手下部队。他将使用长矛的步兵列在第一线，并让这些长矛手单膝跪地，将矛尖举到马胸高度。弩手被布置在他们身后，一位弩手站在两名长矛手中间的空当中，其背后还有另一位弩手专门负责张弓搭箭，前排弩手仅负责尽快将箭射出，两张弩在二人之间循环传递。这样一来，前排弩手们便可以不间断地进行射击。突厥人在冲过来之后，一队接一队地冲向基督徒的战线，但却根本不敢接近。突厥骑兵们不敢冲向长矛，只好在其面前拨转马头，而他们射出的箭矢也没能造成太大伤害，反而是十字军弩手们持续不断的火力给突厥人造成了更大威胁。当敌军已经变得十分混乱之后，理查虽然手中仅有55名骑士，但还是勇敢地冲杀出去。他冲进敌军中间，又杀出血路退回战线。若不是身边的莱切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以及莫莱翁的拉尔夫（Ralph of Mauléon）相救，一度被敌军包围的理查可能已经被俘。在突厥人的奇袭失败后，战斗又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之久，直到国王从船上又调来了一小支预备队（理查在每条船上只留了五个人）之后，敌军才在留下700人、15匹战马的尸体后逃出战场。由于始终保持着极佳的秩序，十字军方面甚至仅有两人阵亡！

[image: _0332_178]


◎中世纪手弩，理查在贾法会战中对这种武器的合理运用为自己带来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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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法会战中获胜的理查一世





第五节

卡莱（哈伦克）、太巴列、阿克、曼索拉——十字军的几场大败

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介绍了叙利亚拉丁诸国建立后，十字军在漫长战役中赢下的一些典型会战，现在我们也要以同样方式介绍导致他们失败的战术和原因。那些因战略性错误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已经在“十字军的大战略”一章中加以介绍，本章我们将着眼于那些战术性错误。我们挑选了四场会战作为例子，其中卡莱会战（1104年）将体现鲁莽追击和与突厥人交战时不够谨慎的恶果；太巴列会战（1187年）则包含了各种错误，十字军不仅忽视了后勤安排，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战场，对敌军的侦察也完全不够，而导致惨败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将步兵和骑兵割裂开来；阿克城下之战（1190年）证明若缺乏有力的领导，军队在纪律涣散的情况下，即使一开始获得胜利，最终也可能会演变成败仗；而在曼索拉会战（1250年）中，则是因错误的战略导致了错误的战术，而且在这一战中，西方军队如以往一样缺乏纪律性。

卡莱会战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证明即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那些最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缺乏警惕性的情况下，也可能在不利于自己的战场上遭受失败。1104年春季，已在安条克亲王之位安坐六年之久的博希蒙德和埃德萨伯爵布尔格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rg，Count of Edessa）决心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一次大胆进攻。突厥人近期不断威胁埃德萨，作为回应，二人计划夺取穆斯林边境上的坚固要塞城镇哈兰城（卡莱城，又称哈伦克城）。此处距离埃德萨仅有25英里远，时常对十字军造成威胁，而且该城也完全可以成为法兰克人进一步向东推进的基地。鲍德温召唤自己的表亲约瑟林（Joscelin）前来支援，此前鲍德温曾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贝萨（Turbesel）周边大片土地封赏给他。博希蒙德也带来了自己的亲戚坦克雷德，后者曾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屡次扮演英雄角色。初看之下，这次攻势成功的可能性不小。鲍德温已经系统地蹂躏了卡莱周边的所有土地，甚至连城中也很缺乏给养；更重要的是，两位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公——凯法的阿塔贝格索克曼·乌尔图克（Atabeg Sokman ibn-Urtuk）和卡布卡的继承人、摩苏尔酋长国的贾科米什（Jekermisch）正在进行激烈的内战。

在几位结盟王公的领导下，一支规模可观的叙利亚法兰克大军进至卡莱并对该城展开围攻。正如鲍德温所料，该地给养缺乏，饥饿的市民们不久之后便开始要求守军投降。可就在双方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时，一支援军突然赶到了。索克曼和贾科米什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暂时放下争端，合兵一处前来救援卡莱。索克曼带来了七千名突厥马弓手，贾科米什则带来了三千名库尔德人、贝都因人和突厥人。他们决心对基督徒的军营发动进攻，将围攻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以便将一支辎重队送进城内。穆斯林取得的战果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好。法兰克人在看到他们到来之后，组成了三个步骑结合的“营”（Battle）前来迎战：博希蒙德在右，坦克雷德居中，鲍德温和约瑟林在左。法兰克人开始推进后，突厥王公们便再次施展惯用的诡计——他们撤退到城市以东的广阔平原上，不断用弓箭骚扰前进中的敌军。像博希蒙德和鲍德温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本应知晓如何应对这种战术，但他们却鲁莽地一路追着突厥人进入了起伏的沙漠中，距离卡莱以东达12英里之远。仍在退却的突厥人退过了乔巴河（Chobar），而十字军也紧追不舍。此时骑士们已经人困马乏，步兵也疲惫至极。直到黄昏将近，博希蒙德才终于吹响了停止前进的号角。由于不曾料想敌军会突然转取攻势，他下令军队就地宿营过夜，而这正是突厥人期待已久的时刻。他们看到法兰克人纷纷脱离队列，下马卸甲，便突然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冲入敌军中间，边发射弓箭边用刀剑砍杀。鲍德温麾下部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攻击，根本没来得及重整队形。鲍德温本人、其表亲约瑟林以及埃德萨大主教本尼迪克特（Benedict，Archbishop of Edessa）被敌军俘虏，十字军的营地和给养也落入突厥人手中。坦克雷德要比上面那位埃德萨伯爵更加谨慎，不曾允许士兵们解散行列，因此得以将士兵集中在营地背后一到两英里处的一个小山头上。博希蒙德也率领着虽然秩序已经混乱，但没有被完全击溃的右翼主力赶到此处与坦克雷德会合。两位王公在这里静待对方攻击，但突厥人只是作势进攻，实际上并不想接近过来。敌军已经对自己这次小胜的战果十分满意，急于瓜分抢来的战利品。夜幕降临之后，法兰克人发现自己身处险境，他们丧失了营地和所有给养，人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沙漠行军后也已经饥困交加。可即使如此，两位王公还是决心在第二天清晨重开战端，并命令手下的饥军准备再战，可法兰克士兵们的士气早已崩溃了，步兵在一片黑暗中纷纷逃向乔巴河的渡口。他们赶走了驻守在渡口处负责阻截逃兵的卫队，向埃德萨一路逃去。大部分步兵逃走后，骑士们也跟在后面开始逃亡。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最终发现只剩下自己的亲兵还留在身边，其余士兵都已经将他们弃之不顾了。现在这两位王公已经无法再等待清晨与突厥人作战了，只好跟着已经陷入恐慌的军队一起向渡口撤退。所幸敌军并没有盯紧他们，否则基督徒整支军队都可能被彻底消灭。突厥人当夜发生了激烈争执。在贾科米什率军监视坦克雷德重新集结部队的同时，索克曼的士兵们已经将法兰克营地洗劫一空。摩苏尔骑兵们在黄昏时分返回之后要求分享战利品，贾科米什也将俘虏中地位最高的鲍德温从索克曼的营帐中抢了过去。凯法的突厥人拔出宝剑，要为主公所受的侮辱报仇，若不是索克曼成功地平息了他们的怒火，贾科米什也同意公平分享战利品，双方很可能会当场发生内讧。

与此同时，基督徒们仍在经历磨难，士兵们遍布在乔巴河上，在日出之前挣扎着向埃德萨撤退。虽然穆斯林在确定敌军已经逃走之后立刻发动了追击，不少掉队士兵也被歼灭，但十字军主力还是平安抵达了埃德萨。法兰克人这一次损失极为惨重，超过一半士兵不知所踪，基督徒们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始终保持守势。令人惊讶的是，突厥人并没有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更多好处，反而在包围了埃德萨十五天之后便四散回乡了。

十一个世纪之前，“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曾目睹其子小克拉苏与1500名高卢骑兵并肩在同一片战场上被帕提亚人完全消灭，从西欧远道而来的枪骑兵们现在又一次与马弓手们在这里交战并被消灭，可以说是史上最奇怪的巧合之一。克拉苏麾下军团在飘忽不定的帕提亚人包围下艰难进军，与如今鲍德温、博希蒙德的推进十分相似。只不过罗马人的情况要比法兰克人更差。克拉苏被迫盲目地与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对手交战，而多里莱乌姆和安条克两战的十字军老兵们却早已领教过突厥人的花招，本不应被敌军出其不意。他们之所以战败，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可原谅地忽视了所有常规预防措施。他们之所以能比克拉苏父子手下那些士兵们的命运更好，也只是由于好运而非理所应当。



太巴列会战（1187年7月4日）



卡莱会战虽然已经是一场灾难性的会战，但它在灾难规模和带来的恶果方面却根本无法与80年后将耶路撒冷输给了异教徒的太巴列会战相提并论。1104年的十字军虽然遭遇惨败，但他们连埃德萨一城都不曾丢失。而1187年的这次失败却成了整个十字军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丢掉了在叙利亚内陆的立足点，在此之后就只能坚守一小片狭窄的海岸地带了。

1187年，萨拉丁从数个方向洞穿了基督教诸国的边境之后决心冒险对敌方核心地带发动进攻，直接入侵耶路撒冷王国。他首先派出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由埃德萨和哈兰的王公莫哈法丁（Modhaffer-ed-din）率领着跨过约旦河，越过加利利海去突袭耶路撒冷王国北部。这支部队在萨法利亚（Saffaria）与前来迎战的圣殿骑士、医院骑士交战，后者虽然热情有余，但却理智不足，在援兵赶到前便冲了上去，最终被莫哈法丁全部消灭。莫哈法丁的胜利归来，也让苏丹本人敢于亲自出战。

[image: _0337_180]


◎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在1187年5月的惨败，导致萨拉丁决心大举入侵耶路撒冷，并最终占领圣城

进入6月后，萨拉丁将埃及、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可用部队都集结到了北界地区（Hauran）的阿什特拉（Ashtera）。萨拉丁手下仅正规的重装马穆鲁克骑兵就拥有一万人，这些部队周围更有着不计其数的地方兵团，其总数据称达到了六万至七万人。6月26日，萨拉丁率军进入约旦河附近，并在森纳巴拉（Sennabra）宿营，与位于加利利海以南一英里处的艾尔-坎塔拉桥（El-Kantara）距离不远。三天之后，他跨过约旦河进入基督徒领地，第一个目标指向加利利公国首府太巴列城。萨拉丁将军队部署在城东的山丘之后，派出一个支队去围攻太巴列城。太巴列城出人意料地轻易陷落，但守军和他们的女主人——的黎波里伯爵夫人一起撤进了城堡。这是一座俯视着加利利海的坚固要塞，足以坚守数周时间。

与此同时，基督徒们也在集结庞大的军队。莫哈法丁的劫掠行动早已使他们倍感骚扰，如今获悉萨拉丁已经在北界集中了他的全部军队，基督徒们也决定集中全军与敌人决一死战。盖伊国王召集了手下所有男爵和骑士，早已在萨法利亚会战中损失惨重的各骑士团也将所有可用士兵集中起来，各城镇派来的军队甚至要比规定数目更多。新近才与国王和解的的黎波里伯爵为弥补过去的不忠，将领内全部征召兵都带到了大军中。“真十字架”被从圣墓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中取出，由吕达主教（Bishop of Lydda）负责送往前线。巴勒斯坦南部各城堡和城市中剩余的守军数量已经减少到极为危险的地步。在这一系列抽调之后，法兰克人得以集中1200名骑士、数百名“突厥之子”和其他按照突厥风格装备的马弓手，以及18000名步兵。除1184年一次没有发动的战役以外，耶路撒冷王国从未集结过如此庞大的军队。法兰克人将集结点选在了萨法利亚村，而这里也正是圣殿骑士们在七周前遭遇惨败之处。该地位于一片水源充沛的高原谷地中，地处拿撒勒以北3英里，阿克以东17英里。此处距离太巴列16英里，两地之间仅有的一条道路还要穿越加利利山地一片极为荒芜而且人烟稀少的地区。时值仲夏，萨拉丁也已经派出骑兵摧毁了沿路村庄和附近水井，就连塔泊山（Mount Tabor）顶的显圣容堂（Church of the Transfiguration）都被他们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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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列会战（1187年7月3日至4日）周边地区



在萨法利亚，耶路撒冷军中关于是否应去解救太巴列城堡爆发了漫长而激烈的争吵。法兰克人已经倾尽所能，集中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而萨拉丁则背靠着加利利海，南北两侧的退却线都要经过危险难行的隘路，一旦战败便将全军覆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将整个耶路撒冷王国的全部军队投入一场大战也要冒着导致灾难性结果的危险。如果这支集中在萨法利亚的大军被击败，其后方便将没有任何预备队可以掩护其撤退。

基督教军队中经验最为丰富的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认为应该谨慎行事。他指出，如果十字军不去主动进攻萨拉丁，这位苏丹就要被迫采取攻势，因为他不可能在太巴列附近的荒芜地区停留太长时间。除主动进攻以外，萨拉丁唯一的选择就是撤回大马士革，而在穆斯林气焰已经如此高涨、军队又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他绝不会作此选择。如果基督徒们在萨法利亚等待敌军进攻的话，坐拥良好阵地、充足食物和饮水的耶路撒冷军便可以占据优势。而萨拉丁却必须劳师远征，士兵也会因疲惫和距离基地过远而锐气大减。由于除大马士革以外便再无可以提供掩护的避难所，突厥人也必须挺身一战。雷蒙德还补充说，倘若全军中只有一人希望拯救太巴列，那也肯定是他本人，因为他的夫人和孩子都被困在卫城中。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提出将主动权交给敌军、等待对方进攻的计划，大家就更应该听从了。如果基督教军队穿过山区主动求战，必定会饱受干渴和酷热之苦，而使异教徒在会战中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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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军队的行军路线



不幸的是，众人并没有听取雷蒙德的意见。他的政敌暗地里向国王进谗言说这位伯爵实际上是国王的政治对手，而他看似懦弱的建议实质上是有意背叛国王。大部分贵族认为抛弃太巴列守军是一种耻辱行径，而国王对此也表示同意。7月3日星期四，耶路撒冷大军将辎重留在营地，轻装从萨法利亚出发。史料中对于行军序列的记载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只知道的黎波里伯爵作为国王的封臣被安排在前卫位置，而圣殿骑士们则担任后卫，国王带着自己的家臣以及其余负责守卫“真十字架”的部队居于中央。我们不知道全军总计被分成了多少个分队，也不知道是否每个分队都由骑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虽然后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在被大批突厥散兵包围之前，法兰克人前进了九到十英里路程。萨拉丁并没有亮出自己的主力，而是用乌云般的马弓手环绕敌军。马弓手们受命尽量拖慢敌军脚步，以便让敌军痛苦不堪。到耶路撒冷军队进抵废弃的马雷斯卡西亚村（Marescalcia）时，士兵们已经饱受疲惫和敌军的骚扰。此时法兰克人距离太巴列城和加利利海仅剩六英里路程，已经进入低地且仍在继续前进的前卫距离水源更是仅有三英里了。但在疲惫的十字军和他们的目的地之间却矗立着海拔高度大约为1000英尺的太巴列山，其最北端的哈丁双角（kurn-Hattin）高度则达到了1191英尺。太巴列山背后的地区陡然降入加利利海周围的盆地中，太巴列城本身也位于地中海海平面以下653英尺。突厥人沿着山脉排列战线，如果十字军想要穿过山脉，就必须从两个高度最低的山口（穆拉卡山口和哈曼山口）之一突破敌军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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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太巴列附近之后，耶路撒冷军便被萨拉丁团团围住，不仅难以推进，而且也无法获取水源或者给养



此时的十字军已经极为疲惫，但方圆三英里内根本没有水源，而人马已经干渴难忍，因此绝对有必要继续前进。的黎波里伯爵也派人给盖伊送信，恳求他不惜代价加速前进，如果想要保全军队，就必须在夜幕降临前进抵加利利海。但国王和他的近臣们已经灰心丧气，没有勇气命令士兵对山上密密麻麻的突厥人发动进攻。更重要的是，后方的圣殿骑士送信说由于敌军压迫得太紧，他们已经被迫停下脚步，无法再跟上前进中的主力纵队。不堪骚扰且精疲力竭的国王最终命令军队停在了卢比耶（Lubieh）附近的山坡上就地宿营。事实上，虽然十字军即使强行推进也可能无法真的进抵太巴列，但此时只有不惜代价向太巴列推进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而这道命令也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只要向北走3英里，耶路撒冷人便能抵达哈曼山口（Wady-el-Hammam）中四季不断的溪流，获得全军所需的水源。但由于担心主力继续进军可能导致圣殿骑士被敌军切断，而且盖伊也十分惧怕与占据着山脉防线的强大突厥军队交战，于是他吹响了停止前进的号声，下令宿营。雷蒙德听到命令后，骑马疾驰回到主力部队中，愤怒地大叫道：“不幸啊，不幸啊，上帝！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王国也要化为废墟！”

当天晚上，法兰克人拥挤在山坡上的王旗周围宿营过夜。全军已经滴水不剩，食物也十分稀少。由于突厥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接近，持续不断地向营地中倾泻箭雨，法兰克人甚至连觉都没法睡得安稳。突厥人还点燃了干草，使刺鼻的烟雾整晚都笼罩在十字军上空。“上帝把眼泪做成面包喂给基督徒，又把懊悔放进杯子里让他们一饮而尽。不久之后，苦难的清晨便再度降临了。”事实上，撒拉逊人的士气也并不比对手好太多。由于背靠着大湖，而眼前的耶路撒冷大军尚且完好无损，当7月4日星期五双方再次展开战斗时，他们心中也一样抱有很多疑虑和不安。

盖伊国王将军队列成和前一天相同的序列，由的黎波里伯爵领先在前，各骑士团担负后卫。他没有沿着原路继续前进，而是下令直接向哈曼山口和哈丁村前进，直指距离最近的水源，而不再沿距离太巴列最近的道路前进。萨拉丁此时已经集中了所有部队从四面八方环绕着十字军，其中横在十字军前进道路与湖水之间的部队人数最多，队形最为密集厚重。十字军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几乎就要与对方短兵相接。可就在此时，盖伊发现自己的步兵已经乱作一团。步兵们先前已被分散开来配属给各支骑兵，而且受命在骑兵前方组成一条战线，“以便两个兵种能够互相支援，骑士能够得到步兵的弓箭保护，步兵也能得到骑士的骑枪支援”。可是在双方就要短兵相接之时，大部分十字军步兵却在慌乱之下挤在一起，成了一团乌合之众。这群步兵向右偏离道路，爬上了军队右翼的一座山丘，在山顶上挤作一团，弃下方道路上的骑兵于不顾。国王派遣了一名又一名传令官，恳求他们下山回归战线，但步兵们却回答说他们已经口渴得要命，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再战斗了。盖伊虽然已经对局势感到绝望，但还是决定尽可能向前推进，因此命令骑士们继续向加利利海前进。但不久之后，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便送信说由于敌军进攻过于猛烈，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倘若得不到有力支援就肯定会被击溃。“国王看到步兵不愿归队之后，便认清倘若没有步兵支援，他便无法压制住突厥人的弓箭。因此他命令手下士兵停止前进，架设营帐。这样一来，各营的编制就被打散，所有人都围绕着‘真十字架’混乱地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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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在“真十字架”周围的耶路撒冷军队



话虽如此，事实上也并非所有基督教骑士都因绝望而陷入了注定将要落败的被动防御中。带领前卫部队的的黎波里伯爵看到身后局势已经无望，而突厥人也已经渗透进他和国王之间，决心不再归队，自行从穆斯林中间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战场。雷蒙德高喊：“会战已经取胜无望，让我们自寻出路吧！”他将部队列成密集队形，冲向面前的突厥人，其冲锋方向也不再是加利利海而改成了西北方向的山区。这次绝望冲锋洞穿了突厥马弓手组成的环形包围圈，而他本人和那布罗斯的巴里安（Balian of Nablous）以及西顿的雷吉纳德（Reginald of Sidon）等同伴带领着所有家臣，安全地向北逃走。穆斯林史学家说负责这一方向的萨拉丁之侄塔基丁认为放他们离去对己方更加有利，因为这样一来，敌军的力量就削弱了三分之一，其余部队也更容易被萨拉丁剿灭，因而没有派兵进行实质性地阻拦或是追击。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事后的辩解之词，事实上，突厥人很可能是被这些绝望之徒的突然冲锋吓退了。

与此同时，后方的情况已经彻底成为一场灾难。在大群穆斯林前去攻击拥挤在王旗和“真十字架”周围的骑士们时，另一部分穆斯林则转而去攻击那些步兵。这些聚集在山上的可怜逃兵早已筋疲力尽，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抵抗。敌军一击之下便击溃了步兵们拥挤不堪的阵线，有些步兵被敌军斩杀；有些步兵被推挤着摔下了山背后的悬崖，摔死在了那里；大部分步兵则选择抛下长矛弓弩，高举双手向征服者投降。突厥人在屠杀了不少降兵之后，将幸存者收作战俘。

国王及其手下骑士的命运也同样悲惨。尽管胜利或者撤退都已经不再可能，但他们还是坚守了很长一段时间。骑士们被大批突厥人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只能坐等敌军用弓箭来射杀自己。最终，尽管他们的战马已经只剩最后一丝力量，他们自己也在前一夜喝光了最后一滴水，但全部骑士或者一部分人还是决心为自由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像几小时之前的的黎波里伯爵那样杀出血路。一位穆斯林史学家对这次最后的冲锋进行了详细记载，他是从亲眼见证了这一幕的萨拉丁之子马里克·阿夫达尔那里听到的战况，也正是后者在当天拉开了太巴列会战的序幕。这位亲王当时和父亲一起率领着苏丹预备队，位于正在攻击十字军的散兵包围圈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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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列会战的最后阶段，耶路撒冷军队已经被彻底包围在了山丘上，萨拉丁则和儿子一起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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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画作中的太巴列会战，耶路撒冷军队已经挤作一团，盖伊似乎也已经投降



马里克·阿尔夫达尔说道：“当法兰克王和他的骑士们拥挤在哈丁双角山坡上的一个小土丘上时，我正与父王在一起。那些法兰克人对距离自己最近的穆斯林发动了一次凶猛冲锋，将他们逐退到了距我们不远的地方。我望向父亲，发现他明显动摇了，父亲的脸色大变，用手抓了抓胡子，一边冲向前去，一边大喊：‘让我们证明所谓恶魔不过是一句谎言吧！’听到这些话语后，我方士兵才重新返身作战，将法兰克人逐回了山坡上。我有些过于兴奋，高喊：‘他们逃了！他们逃了！’可敌军很快便再次冲了过来，而且一路冲到了山脚下。敌军再次被逐退后，我又开始高喊：‘他们逃了！他们逃了！’我父亲看着我说：‘住口！在国王的营帐倒下之前，敌人就还没有被彻底击溃。’不久之后，我看到国王的营帐倒下了，我父亲也从战马上下来，匍匐在地上感谢真主保佑，脸上布满了兴奋的眼泪。”

在第二次突破穆斯林包围圈的尝试失败之后，法兰克人丧失了全部希望。据说绝望的法兰克骑士们从力竭的战马上摔下，扔掉长枪，无望地倒在地上。突厥人冲过来，没有进行任何攻击便俘虏了他们。令突厥人惊讶的是，骑士中很少有人身负重伤，凭借着优良的盔甲，突厥人的箭雨根本无法重伤他们，而且也几乎没有一人被射死。让十字军停下脚步的原因在于干渴和力竭，而不是胜利者的弓箭或者弯刀。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十字军的战马几乎没有一匹不被重伤，也没有一匹仍有力量将骑士们驮出战场。在缺乏饮水和饲料的两天时间里，这些可怜的牲畜早已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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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丁接受盖伊的投降



在与国王一同投降的部队中包括巴勒斯坦所有的法兰克男爵，只有跟着的黎波里伯爵逃走者除外。其中包括国王的兄弟耶路撒冷宫廷总管——蒙费拉侯爵阿马尔里克（Amalric，Constable of Jerusalem，Marquis of Montferrat）、名义上的埃德萨伯爵约瑟林（Joscelin，Count of Edessa）、卡拉克和蒙特利尔领主——沙蒂永的雷吉纳德（Raginald of Chatillon，Lord of Kerak and Montreal）、托龙的汉弗莱（Humphrey of Toron）、太巴列的休米（Hugh of Tiberias）、吉布莱特的休米（Hugh of Giblet），以及吕达主教、医院骑士团长以及大批拥有名望的富有骑士。贵族中很少有人阵亡，仅有从会战开始便负责保护“真十字架”的阿克主教一人战死沙场。

当天夜间，萨拉丁召见了战俘们。他和善地接待了盖伊国王和大部分贵族，却将沙蒂永的雷吉纳德叫出来并亲手将其杀死。雷吉纳德曾破坏休战条约，并洗劫了好几支从蒙特利尔城下路过前往麦加的穆斯林朝圣团，穆斯林对其早已恨之入骨。萨拉丁还命令卫兵将所有落入穆斯林手中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立刻处死。此外，他又命令所有抓获了各骑士团成员的士兵都要将俘虏上交给他。萨拉丁给每位交出俘虏的士兵50第纳尔作为赔偿，之后便将俘虏们送上黄泉路与战友相见去了。超过两百名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被冷血地屠杀。萨拉丁将这些人视为伊斯兰教的公开大敌，没有为他们下葬。考虑到萨拉丁也曾犯下这些罪过，我们也无法过于责难另一方所做的恶行（如“狮心王”理查屠杀阿克守军）。

很少有哪次会战的影响力能够与太巴列一战相提并论，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萨拉丁便征服了除少数几座海岸要塞以外的整个耶路撒冷王国。为了组织起那支在哈丁双角全军覆没的军队，王国上下已经派出了全部士兵。由于缺少驻军，各城镇、要塞在穆斯林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很多曾英勇抵挡异教徒进攻长达80年的城池，由于城内仅剩下文官和妇女，只好在对方第一次劝降时便打开了城门。耶路撒冷也只经历了12天的围攻便选择了投降。卡拉克、蒙特利尔等少数几座要塞由于地处最遥远的边境地带，城内留下的驻军较多，它们中的一部分因此坚守到了1188年，而蒙特利尔在历经最骇人的饥荒之后才于1189年5月投降。但在耶路撒冷王国的中心地带，所有重要的要塞中只有太巴列会战的幸存者们退回去的泰尔仍保留在基督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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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列会战之后，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及原先耶路撒冷王国中的大部分地区，仅剩少数港口和要塞还在继续坚守

这一切后果都源自盖伊的操之过急。他在决定直趋太巴列城前未能考量战场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盖伊能够在准备给养，尤其是饮水时更加慎重，并仔细安排行军计划，他很有可能获得胜利。撒拉逊人当时背靠大湖，附近也没有可供撤退的掩蔽所，因此居于很不利的位置。如果十字军能够像的黎波里伯爵建议的那样强行推进，很可能迫使穆斯林选择撤退。不过对十字军而言，更有利的选择还是在诸如萨法利亚等水源充足的地区宿营，等待萨拉丁自行撤退。这位苏丹由于在一片废地上缺乏给养（尤其是草料），又不敢在基督徒集结起来的完整大军面前解散军队征发粮草，很可能会在不久后便撤走。因此这场会战根本毫无意义。比起选择与对方进行决战这一天大的错误，盖伊因将道拙劣而犯下的那些小错根本不值一提。



阿克会战（1189年10月4日）



在决定性的太巴列会战仅仅两年之后，基督徒便得到了再次与萨拉丁正面决战的机会。这当然要得益于从西欧来的援军，已经流尽鲜血的叙利亚法兰克人凭借自身力量根本无能为力。盖伊在1188年被释放之后便开始召集部队，试图在沦陷的王国中收复一些立足点。他花费了一年时间，集结起了一支拥有700名骑士和9000名步兵的军队。除的黎波里和安条克派来的援兵以外，这支部队中大部分人马都并非盖伊手下封臣，而是在听说圣城陷落后新近从西方赶来的骑士。盖伊甚至连基督徒手中最后一座大城泰尔都无法控制。他的连襟兼政敌——蒙费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在盖伊面前关闭城门，拒绝让其入城，而且不承认他的王位。

因此当1189年8月28日，盖伊带着他规模不大的军队勇敢挑战萨拉丁，进军阿克并在城外宿营时，实在可谓胆大妄为。最初，由于突厥人可以自由进出城池，这次围攻只能算是封锁。不过随着从西方赶来的十字军逐渐加入，在围攻开始后不到一个月，阿克城下已经集结了一支接近四万人的大军。9月14日，十字军与萨拉丁亲自率领前来解围的援军发生了激烈但不具决定性意义的战斗。苏丹成功将一支补给纵队送入城内，但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逐退围攻者。士兵数量仍在继续增多的十字军因此士气大振，试图发动反击。首先，他们利用哨戒线将连接大陆与阿克城所在半岛的地峡彻底封锁起来。在切断守军与援军的联系后，十字军便决心直接进向萨拉丁的营地，与对方进行正面会战。

十字军呈半圆形部署在阿克周围，其中国王的营帐位于仅有90英尺高的特伦山（Mount Turon）上，距城墙大约1400码。突厥军队则组成了一个大得多的半圆形，与十字军相隔大约两英里，中心位于250英尺高的阿亚迪耶山（Ayadieh），萨拉丁本人也驻扎在此。其下属各部队分别向左右两翼延伸，监视着南至贝利斯河、北至大海的整个平原。交战双方的军队规模都十分庞大，而这一次史学家们记载的数据，应该也不会太过离谱，这一点从法兰克人超过两英里长的战线即可证明，而萨拉丁的战线更是超过了三英里长。

十字军在走下特伦山进入从山脚延伸开来的加瓦尼赫平原（Arab-el-Ghawarneh）之后，便分成四个分队。从右翼算起，第一个分队由国王盖伊率领，包括医院骑士、国王本人的家臣以及由德勒伯爵和博韦主教率领的法国部队；第二个分队由拉文纳大主教和蒙费拉的康拉德率领，包括大部分意大利十字军以及效力于康拉德麾下的巴勒斯坦贵族们；第三个分队由图林根伯爵路易（Louis，Landgrave of Thuringia）率领，他指挥着大部分日耳曼士兵以及由当地大主教率领的比萨士兵；第四个分队由团长里德福德的杰拉德（Gerard of Rideford）率领圣殿骑士，巴尔伯爵（Count of Bar）和布里耶纳伯爵（Count of Brienne）率领香槟十字军，再加上少部分日耳曼部队组成。

国王的兄弟、吕西尼昂的乔弗里（Geoffrey of Lusignan）以及阿韦讷的詹姆斯还率领着一支预备队驻守在营地中，他们担负着监视阿克城的任务。但在军队主力进行会战时，对城市的围困肯定还是会变得松懈。显然，由于营地只能覆盖城市东侧，而城市以北地区无人防守，从特伦山向北到海岸之间有接近一英里地区都被放任不管了。

十字军的四个分队都依照适当的方式，合理地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妥当。弓弩手组成了漫长而连续的第一线，其后方则是组成了密集队形的骑士们。全军面向东北，直向阿亚迪耶山上清晰可见的苏丹营帐前进，其战线看上去强大得令人生畏。史学家们声称十字军总计拥有4000名骑兵和10万步兵，这一数字无疑是被夸大了的，也许真实的人数要减掉六成之多。

看到敌军从营地中走出来，萨拉丁也相应地将军队列成战线。穆斯林军队覆盖着从大海到贝利斯河之间的整个宽度，其战线呈中央拖后、两侧领先的半圆形，长度超过三英里。伊本·萨达德对萨拉丁麾下各部队位置有着详细记载：南部紧邻着贝利斯河的是埃及部队，他们原本是谢尔库赫手下部队；紧邻着他们的是埃德萨和哈兰领主莫哈法丁的家臣们；位于他们一侧的部队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辛贾尔（Sinjar）地区；辛贾尔人旁边则全部是库尔德部落士兵，由他们的大埃米尔玛什陶布指挥，以上四个分队组成了萨拉丁的左翼。穆斯林的中央部分由苏丹近卫军以及来自迪亚巴克尔（Diarbekr）、摩苏尔、海辛-凯法（Hisn-Kayfa）等地的美索不达米亚部队组成。萨拉丁本人及其儿子马里克·阿夫达尔、侄子马里克·达费也在这里指挥战斗。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右翼则由叙利亚部队组成，其指挥官为萨拉丁的另一个侄子、埃米萨亲王塔基丁。

基督徒们进入平原后不久，四个分队之间的空隙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在一支军队从相对狭窄的地区走进整个宽度都被敌军完全覆盖的宽阔平原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为将正面延伸到与突厥人相同的长度，十字军每向前迈出一步，中央与两翼之间的空隙就会变得更宽。这对于只有保持阵型紧密才能获得胜利的法兰克人而言无异于灾难。在后文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实际会战过程中法兰克人无法保持队形，左翼、右翼以及中央的两个分队只好各自为战。

双方首先在战线北侧展开战斗，由圣殿骑士对阵塔基丁的叙利亚部队。短短几分钟之内，敌军便开始向后退让。伊本·萨达德在著作中认为突厥人是有意为之，以便利用自己的撤退来诱使十字军左翼与中央脱节。无论事实是否真是如此，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萨拉丁在看到自己的右翼退却之后，从中央分派了大量援军前去援救。有了这些援兵，叙利亚人得以重新反身再战，圣殿骑士也在海边的一座高地（可能是今天的哈玛尔山）上重整阵线。这一方面的战斗僵持了很长时间，没有一方能够占据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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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会战（1189年10月4日）



与此同时，法兰克人也注意到萨拉丁从中央派出了援军，因此蒙费拉的康拉德和图林根的路易分别率领两支中央分队，对萨拉丁亲率的主力展开了猛攻。他们以缓步推进，步兵在前方猛烈射击，直到与迪亚巴克尔和摩苏尔的美索不达米亚部队短兵相接。双方战线接触后，步兵们才让开空隙，供骑士们从中间穿过对突厥战线发动冲锋。异教徒抵挡不住这一冲击，战线崩溃，士兵在混乱中逃向了阿亚迪耶山上的营地。萨拉丁无法将溃兵集结起来，而且部分士兵在极度惊恐之下甚至一路奔逃到了太巴列。法兰克两个中央分队紧追在后，冲上山丘，攻入了穆斯林的营地中。当士兵们陷于营帐等障碍物之间时，指挥官原本便很难维持部队的秩序，而在当天，康拉德和路易甚至都不曾为此做出努力。骑兵和步兵混杂在帐篷之间，一些人开始进行屠杀，另一些人则跑去抢劫财物。萨拉丁的大帐遭到抢劫并被拆毁，他的三名贴身侍从也被杀死。有些法兰克人屠杀了随营人员，其余则冲进随军商贩的驻地，洗劫了市场。整个法兰克中央无一人想到要去阻挡突厥人重整旗鼓，也没有一人去从侧翼攻击萨拉丁尚且完整的侧翼部队。

在此期间，国王盖伊带领的法兰克右翼似乎没能在萨拉丁左翼的库尔德人和马穆鲁克人身上获得决定性进展。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史学家都不曾给出关于这一侧的详细记载。但是从阿拉蒂尔（Ibr-Alathir）的一小段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由于法兰克右翼有一部分部队跟随中央冲了上去，导致右翼主力被穆斯林迂回。因为担心敌军会借机插进自己与营地之间的空隙，盖伊可能选择了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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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在丢掉耶路撒冷后，很快又再次纠集起一支大军围攻阿克，并与萨拉丁展开会战。而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获胜，阿克也一直到英格兰国王理查和法王腓力抵达后才终于被攻克



凭借不懈的个人努力，萨拉丁成功从被击溃的中央部队中集合起大部分兵马，并将他们集中到了阿亚迪耶山西侧的山脚地带。军官们恳求萨拉丁带领他们夺回营地，但他拒绝了，并下令要等待法兰克人离开营地背对穆斯林时才能发动冲锋。不久之后，日耳曼人和伦巴第人就开始离开山丘，一些人带着沉重的战利品，其他人则希望能够在开阔地带重整阵线，以便支援国王或者圣殿骑士。法兰克人在撤退时秩序极为混乱，而且还发生了恐慌。由于很多战友一同下山，很多人都认为后方发生了什么灾祸。《旅行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一大群日耳曼人跑去追逐一匹阿拉伯战马，脱离了战线，被其他士兵误认为他们是战败逃跑，因此才导致大批士兵盲目地逃向了后方。

正当基督徒混乱地退向平原时，萨拉丁突然放出了已经重整旗鼓的美索不达米亚骑兵向他们发动冲锋。这次进攻带来了决定性的效果，十字军四散的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时间重新整队抵挡进攻，只能在突厥骑兵的驱赶下一路穿过平原向后奔逃。在逃跑过程中，有些人逃向了盖伊的部队，还有些人直接逃向了营地。萨拉丁紧追在后，砍杀落在最后的逃兵，并轻而易举地赶走了其余所有敌军。十字军右翼似乎曾尝试救援这些败兵，盖伊据说也在蒙费拉的康拉德被追兵围困之时杀出血路将这位老对头解救出来。可国王和医院骑士没能挽救这场会战，而且他们自己也在追兵和败兵的洪流中被推回了营地。毫无疑问，突厥军左翼试图插进法兰克军队与他们的避难所中间，穆斯林虽然未能切断十字军主力，但其行动肯定也使敌军的撤退更加急迫。直到吕西尼昂的乔弗里和阿韦讷的詹姆斯将预备队带出营地，趋前掩护骑兵、步兵互相混杂的乌合之众后，逃亡才终于停止。萨拉丁停在了特伦山脚下而没有对其发动进攻，因为他始终担心法兰克人在采取守势时会变得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塔基丁与圣殿骑士之间则在山丘北侧进行着一场独立战斗。我们之前已经提及，在双方第一次接战之后，由于萨拉丁给侄子派去了援兵，该方向的战况已经陷入了僵局。到了此时，另一支穆斯林援军又来到了这里并决定了战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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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的圣殿骑士及其装备



在看到基督徒全力投入会战，将封锁城市的任务弃置不顾后，阿克守军派出5000名士兵从距离特伦山最远的北门冲出。出城之后，这支部队从城下绕过，打击在法兰克左翼的背后，对正与塔基丁激烈交战的圣殿骑士和香槟部队展开攻击。这支生力军的加入彻底打垮了十字军的士气。他们放弃了取胜的希望，一心只想夺路奔逃。由于腹背受敌，只有一小部分士兵成功逃回了营地。18名圣殿骑士阵亡，团长杰拉德被俘后由萨拉丁下令斩首。此外还有香槟伯爵的兄弟——布里耶纳的安德鲁（Andrew of Brienne）以及40名骑士被杀。十字军左翼的损失极为惨重，在此倒下的士兵要远比右翼和中央更多。到此为止，十字军输掉了这场在合理指挥下完全能够彻底击败解围大军的会战。法兰克人在广阔的加瓦尼赫平原上进行会战的决定过于冒险，因为各部队之间在此处必定会发生脱节。但不管怎样，萨拉丁中央部分的失误还是让法兰克人握有胜机。如果他们没有浪费那关键的一小时去洗劫敌军营地，康拉德和图林根伯爵本可以从侧翼攻击突厥人的两翼部队，使穆斯林难逃一劫。如果逃跑不够及时，塔基丁的部队很可能被赶入大海，库尔德人和埃及人也将被赶入贝利斯河的沼泽中。但是在法兰克人旗开得胜之后，指挥官和士兵都不懂得如何发挥优势。士兵们跑去抢劫，据我们所知，指挥官们也没有阻止士兵抢劫或是让他们去支援其余方向。正因为如此，萨拉丁才得以发挥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溃兵重整旗鼓反败为胜。

只有一点让我们感到意外，萨拉丁居然没有利用胜利对法兰克人进行进一步打击。但这是出于他对法兰克人采取守势时的战斗力心存恐惧，而且他自己的军队秩序也已经发生了混乱。不仅是十字军，就连突厥人自己的随营人员也跟着洗劫了阿亚迪耶山上的营地。据说突厥人在会战第二天花了一整天时间寻找失物，并从抢劫者那里把它们夺了回来。会战结束几个小时之后，只有左翼损失较大、总体伤亡远小于预期的十字军安全地撤回了营地，其心中的恐惧远不及怒火。趁着萨拉丁按兵不动之时，十字军建立了一条围攻线封锁了地峡，将阿克守军完全封锁在了城墙以内。

关于穆斯林的损失数字我们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当时西奥博尔德（Theobald）和彼得·利奥（Peter Leo）在写给教皇的信中估计突厥人损失了1500名骑兵，而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本·萨达德说穆斯林的阵亡者包括一位库尔德埃米尔莫德贾利（Modjelli）、几位其他首领以及大约150名普通士兵。考虑到其中央曾被敌军击溃，这个数字也是完全不可信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史学家将十字军的损失数字确定在了1500人，而贵族中也仅有布里耶纳的安德鲁和圣殿骑士团长被杀。考虑到伊本·萨达德关于清点尸体的记载，这种说法也同样不可信。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双方史料中关于敌军损失的记载要比己方损失更加准确一些。据笔者估计，突厥人损失了大约1500人，而法兰克人则损失了7000人。



曼索拉会战（1250年2月8日）



在“十字军的大战略”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及过因计划不周而导致失败的这场入侵埃及之战。想要穿过重重运河和尼罗河三角洲的水路进攻开罗无疑是疯狂行为，由于一路上可供埃及军队固守的坚固阵地数不胜数，这次战役肯定要归于失败。

圣路易进行远征时的条件要比三十年前耶路撒冷的约翰（John of Jerusalem）远征时要好很多。1219年的十字军在围攻一年之后才占领杜姆亚特作为其前进基地，士兵们向内陆前进之前便已经筋疲力尽。而圣路易在1249年却因运气极佳而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杜姆亚特。由于苏丹马里克-萨利赫（Malek-Saleh）身患绝症，全埃及已经陷入一片混乱，无一人可以掌控大局。被派去阻止法国人登陆的部队很快就被击退并逃向内陆，而负责驻守杜姆亚特的部队也在慌乱中与其余部队一同弃城而逃。苏丹一怒之下，在病榻上下令吊死了五十名军官。但要塞已经落入十字军手中，使对方获得了稳固的前进基地和补给站。由于十字军不曾用任何攻城武器破坏城墙，杜姆亚特城内秩序井然，而且还存有大量辎重（124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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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乘船前往埃及的中世纪绘画



在如此顺利的开局之下，法国国王毫无疑问应趁着敌军仍在恐慌之际利用这场胜利继续深入内陆。因此当我们看到法王在杜姆亚特停留了接近六个月时间才启程前往开罗时，不禁感到十分惊讶。虽然当时确有特殊情况，但也不能作为如此拖延的借口——由于逆风影响，一大批士兵被送到了叙利亚港口，法王认为有必要等这些部队运抵之后再继续推进；此外，当时正处于盛夏时节，尼罗河也正在下埃及地区泛滥，整块整块地区都被洪水覆盖。等待天气转凉、河水下降等理由都可以作为在杜姆亚特逗留的绝佳理由，而尼罗河水位最高、天气也最热的月份也无疑是最不适合进军的时节。可即使6月无疑是入侵埃及的最差时机，但一旦行动已经开始，法国人就不应停下来。他们的拖延只能让苏丹获得时间，探听到敌军所选择的道路并据此组织防御。杜姆亚特陷落的消息传到开罗时，苏丹宫廷中发生了大规模恐慌，但由于法兰克人的长期拖延，埃及人又重新恢复了信心，开始寻找最佳的防御手段。

一直到10月份，最后一支法国援军才从叙利亚姗姗来迟，同时他们还带来了一大批由贾法伯爵率领的叙利亚男爵。在全军集结完毕之后，指挥官们还讨论了是否要将军队从海路运往亚历山大里亚并从那里进攻埃及内陆。布列塔尼的彼得（Peter of Brittany）和其他很多男爵都支持这一想法。由于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入内陆的道路要比从杜姆亚特出发好走很多，所以这一计划也确实有其便利之处。但如果改走亚历山大里亚，军队就必须重新登陆一次，而且还要付出漫长围攻的代价去建立新的前进基地。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罗伯特（Robert，Count of Artois）认为十字军应该擒贼先擒王，从杜姆亚特进向尼罗河直捣开罗。国王及其幕僚认可了这一想法，十字军的无望战役也就此展开。

11月20日，十字军出发踏上征程。他们缓慢地穿过费尔斯科（Fareskour）、施尔姆萨（Scharemsah）以及法拉蒙（Faramoun），舰队也沿尼罗河伴随陆军前进。越过法拉蒙几英里之后（12月19日），行军便陷入了近乎停顿的状态，而此前十字军花了四周时间也才前进了50英里。行军之所以陷入停顿，原因在于他们遭遇了从杜姆亚特到开罗之间第一条难以跨越的大河。尼罗河支流在曼索拉镇附近分为两支，一支流向杜姆亚特，另一支向东流入曼萨拉湖（Lake of Menzaleh）的沼泽中，正是这后一条被当地人称为阿什蒙运河的支流挡住了十字军的进路。在阿什蒙运河背后，埃及全部的征召兵都已经集结起来。自从杜姆亚特陷落后，苏丹便断定这里将是法国人首先攻击的险要防线，因而在此处占据了阵地。可就在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之时，苏丹却在11月的最后一周旧病复发。到圣路易抵达曼索拉时，苏丹已经去世数日。苏丹的遗孀和大臣们密不发丧，仍旧以他的名义下达命令。埃及守军的实际指挥则由一位埃米尔——费科丁（Fakr-ed-din）负责，大家也一致同意给予他军事上的独裁权。与此同时，信使快马加鞭给马里克·萨利赫远在美索不达米亚海辛-凯法地区的儿子，即继承人图兰·萨赫（Turan Shah）送信，请求他前往尼罗河指挥军队，等他到达后再向臣民公布苏丹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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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时期的下埃及（部分小型运河和水道有所忽略)

法国军队此时被困在了尼罗河两条支流之间的一个狭窄岬角上，儒安维尔（Joinville）将其称为一个“小岛”。十字军必须跨越两条支流之一才能继续前进。阿什蒙运河相对狭窄，而且渡河之后通向开罗的道路也更加直接，因而被法王选定为渡河对象。

埃及军队的营帐覆盖了阿什蒙运河对岸两到三英里的宽度，曼索拉的城墙就矗立在这些帐篷中间，而苏丹的行宫则位于其城镇的西门之外。曼索拉城此时仅有30年历史，苏丹艾尔-卡米尔于1220年在此处击败布里耶纳的约翰之后修建了该城以纪念其胜利。尼罗河三角洲的道路和地形，导致圣路易以及马里克·萨利赫二人都将军队到带了30年前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前人所进抵的相同地点。

此时埃及军队的素质比1220年时要更好一些。正是马里克·萨利赫首先组建了著名的切尔克斯马穆鲁克部队（Circassian Mameluke），而这些人也将在未来六个世纪中成为埃及统治者。艾尔-卡米尔手下的佣兵部队主要由库尔德人和叙利亚人组成，但马里克·萨利赫发现高加索人的素质更为优秀，因此他定期购买切尔克斯奴隶并将他们编入自己的近卫军，这八千到一万名马穆鲁克也成为其军队的核心力量。作为辅助部队，埃及军队中还编有大量贝都因骑兵以及普通埃及征召兵，后者在出征时被当地学者和领袖们不断告诫，要他们拯救伊斯兰教。这些既有步兵也有骑兵的辅助部队虽然数量庞大，但却并没有太多实战价值，所有战斗压力都还是要由全副武装的马穆鲁克骑兵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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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马穆鲁克骑兵。这些部队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埃及军队的核心力量



看到埃及人在曼索拉附近集结了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圣路易也不敢乘船渡河，而是开始在运河中修建一条堤道，试图将河流填满，让河水断流以便军队步行穿过。为此他让步兵们在一个广阔的正面上向运河里倾倒泥土，但在堤道仅仅向前推进了一小段距离之后步兵们便进入了对岸的弓箭有效射程，工程也被迫暂停。国王发现自己必须保护运土的士兵，因此又沿着未完工的堤道修筑了两条拥有顶棚的掩蔽通道，希望步兵们能够在其掩护下完成任务。而为了掩护通道，圣路易还在河边建造了两座高大的木制攻城塔。为摧毁这些掩体，埃及人很快便拿出了自己的远程武器，16架投石机不断向木制箭塔射出巨石或装有易燃物的木桶。作为回应，法国人也建造了18架投石机。此后一段时间双方便隔着运河互相射击。

在掩蔽通道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堤道工程也稳步推进，劳工们成功填满了超过运河一半宽度的河床。但埃及人开始在河对岸拓宽河流，水势也站在埃及人一边，阿什蒙运河水道依然畅通无阻。儒安维尔写道：“在一天之内，敌军便抵消了我们三周的努力，只要他们仍在拓宽另一侧的河岸，我们想要阻断运河的努力就是白费功夫。”在此期间，费科丁还派出一支分队在下游渡过运河，从背后攻击法军营地。法王的两位兄弟——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和普瓦捷伯爵（Count of Poictier）击败了他们并给其造成了一定伤亡（1249年12月25日）。这不过是一场节外生枝的小战而已，真正的战斗中心始终集中在堤道上，而法国人在此处却落了下风。异教徒们不断向箭塔和掩蔽通道投掷希腊火，最终成功将它们点燃。在法王能够买到优质木材将它们重建之前，法军无计可施，只能将工程暂停。而当法国人建起了新的箭塔之后，它们很快就又被对方用同样招数烧毁了。

失望之情弥漫在法国军队中，所有人都对继续前进感到无望。但仅仅几天之后，宫廷总管博热的亨伯特（Humbert of Beaujeu）就找到了一名埃及基督徒或是穆斯林逃兵。此人告诉他，曼索拉以东四英里处有一个渡口可以涉渡阿什蒙运河，虽然那里水深较大而且渡河也会比较困难，但对于骑兵而言却完全可行（1250年2月7日）。

十字军此时已经在曼索拉城下停滞了将近两个月时间，路易认为自己必须尝试所有可能。即使在敌军面前涉渡深水渡口十分危险，而且还无法得到步兵支援也还是一样。因此他决心在第二天清晨尝试渡河。

2月7日至8日夜间，路易将部队安排妥当。勃艮第公爵和巴勒斯坦诸男爵率领着手下骑士留在营地中，负责统领庞大的步兵部队。在国王缴获埃及攻城武器之后，步兵就要以最快速度完成堤道，渡河与国王会合。

与此同时，路易本人则率领着他三个兄弟——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阿图瓦的罗伯特（Robert of Artois）、普瓦捷的阿方索（Alphonso of Poictiers）以及骑兵主力前往渡口，准备在破晓时分渡河。抵达南岸之后，他们便将直冲埃及营地，在敌军从奇袭的震惊中恢复之前缴获或摧毁堤道面前的攻城武器。

[image: _0359_195]
◎1249年至1250年的曼索拉地区



史料并没有记载骑兵部队前往渡口时的详细编制情况，我们只知道圣殿骑士在其团长索纳克的威廉（William de Sonnac）的率领下一马当先，而前卫部队中还包括阿图瓦的罗伯特、布列塔尼公爵彼得（Peter，Duke of Brittany）、苏瓦松伯爵约翰（John，Count of Soissons）、库西领主拉乌尔（Raoul，Lord of Coucy）以及那位有名无实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索德（William Longsword，Earl of Salisbury）带领的小股英格兰骑士，此外国王麾下的所有骑马弩手都在前卫部队中。儒安维尔的约翰（John of Joinville）位于第二线，虽然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场会战的详细记录，但却并没有列出第二线除他自己以外的其余将领，我们只能猜测安茹的查理可能是第二线指挥官。国王及其家臣，以及他的兄弟普瓦捷的阿方索、佛兰德斯伯爵亨利（Henry，Count of Flanders）组成了第三线部队。在渡河之前，路易下达严令禁止任何骑士脱队单独行动，三个分队也要始终保持紧密队形，在第三队穿过渡口之前前卫绝不能单独前进。

埃及人对运河的监视十分松懈。虽然位于萨纳村（Sahnar）的渡口距离其营地仅有四英里，但他们对法国人的到来是一无所知。由于渡口的河床泥泞，对岸又十分陡峭湿滑，十字军前卫在渡河时遭遇了不少困难，甚至还有几位骑士失足溺水。当他们完成渡河后，一支三百人的阿拉伯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阿图瓦伯爵的冲锋下，阿拉伯人掉头逃跑，将渡口失陷的消息带给了友军。

虽然这场胜利完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阿图瓦的罗伯特却在兴奋之下忘记了王兄的命令，开始追击敌军。圣殿骑士团长赶到罗伯特身边建议他停止前进，可这位头脑发热的伯爵根本听不进这些反对，直向埃及营地冲去。圣殿骑士团长考虑到如果自己抛弃前卫位置将会大失颜面，只好不情愿地跟在罗伯特身后，整个前卫分队也都紧跟着二人。

罗伯特伯爵追击的速度极快而且极为鲁莽，他几乎在他追击的贝都因人刚刚逃回埃及营地时就冲进了营地东侧。罗伯特发现敌军秩序混乱而且毫无准备，认定他们的指挥官并非良将。埃及人的战马没有备鞍，士兵也没有披甲。法国人在营地中如入无人之境，来回冲杀，将面前所有敌人全部驱散，最终冲到了面对着堤道的投石机所在位置。骑士们大杀一阵，刚刚沐浴完毕还未来得及披甲便急忙上马重整部队的埃米尔费科丁也被杀死。到此时为止，罗伯特的急躁还没有造成任何无法弥补的错误，倘若他能就此停下脚步，占领并守住投石机所在区域等待步兵建好堤道，他就完全可以辩解称自己的鲁莽事出有因，毕竟等到第二线和第三线部队渡河时，敌军就能获得充足的预警时间，对营地的进攻也无法取得奇袭效果。

可这位性急的伯爵却迈出了致命一步，毁掉了整个行动。他看到埃及人已经陷入一篇混乱，便认为他只靠着自己麾下的力量就已经赢得了会战，因而一心只想追击、屠杀敌军。休息片刻之后，罗伯特下令向无数逃兵正在涌向的曼索拉城推进。圣殿骑士团长再次上前劝阻，建议他等待王兄到来，索尔兹伯里的威廉也支持这位团长。但罗伯特伯爵却粗鲁地回答说，圣殿骑士团不过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战，威廉只是害怕自己的私利无法满足才不愿看到基督教国家获得胜利。在那之后，他又转向索尔兹伯里伯爵，当着后者的面大叫道“夹着尾巴的英格兰人”，声称他们不过是一群懦弱之徒。索尔兹伯里伯爵回答说：“今天我将会一往无前，让你连我的马尾都触碰不到！”紧接着索尔兹伯里伯爵就戴上头盔，放平长矛，带领手下部队冲向前去，最终战死沙场。

此时埃及人依然士气涣散，阿图瓦伯爵和手下士兵居然能够冲进曼索拉城内横冲直撞，斩杀了不少逃兵，一部分骑士甚至在从东门入城一路冲杀后又从西门冲了出去，几乎就要进抵位于市郊的苏丹王宫。可与此同时，骑士们也被街道分散开来，不仅冲锋的威力无从发挥，而且只能单打独斗。埃及人逃进房屋中，朝着在狭窄街道里来回冲杀的骑士投掷标枪甚至砖瓦。城西营地中的穆斯林部队并没有像其余人一样陷入惊慌，而此时他们也开始涌入曼索拉城内。他们发现法国人已经分散成了小队，一部分人想要抢劫，一部分人想要屠城，根本没有为迎战生力军做好准备。正因为如此，新来者很快便压倒十字军，获得了胜利，不少法兰克人在街道中被杀，其他一部分人则被逐出城外，死在了开阔地上。十字军败兵们唯一可用的撤退路线要穿过城东的埃及营地，但马穆鲁克已经在那里集结起来并排列成了战斗队形。结果不难想象，阿图瓦伯爵全军几乎都被消灭了。罗伯特本人在城内被杀，他那件绣着法国王室百合花标志的罩袍也被穆斯林当作法兰克国王已经阵亡的象征展示出来。与罗伯特一同阵亡的还有威廉·朗索德、圣殿骑士团长、库西领主以及大批男爵。儒安维尔记载说有300名骑士被消灭，此外还有很多侍从和骑马弩手阵亡，仅圣殿骑士团便损失了280名各级骑兵。穆斯林声称总计有1500名法国人被杀，但这一数字也相当不准确。十字军前卫中仅有少量分散的小股部队逃出生天，其中包括布列塔尼公爵和苏瓦松伯爵。

在阿图瓦伯爵浪费大量时间进行疯狂冲锋的同时，其余法国骑兵也陆续渡过了阿什蒙运河。位于第二线部队前方的儒安维尔已经能在远距离上看到罗伯特，国王亲率的第三线部队还尚未渡河完毕。无论如何，当儒安维尔进抵埃及营地时，已经有部分敌军集结起来，从营地的帐篷之间走出，来到开阔地上排成了战斗序列。

身为香槟伯爵府总管的儒安维尔率军对距离最近的敌军部队发动冲锋，但很快就被六千人左右的大批异教徒逐退并驱赶到了运河边缘，他只好带领手下躲进一座废弃房屋，在那里下马，通过步战抵住大门。直到安茹伯爵查理率领第二线主力赶到并击退敌军之后，他们才被解救出来。

[image: _0362_196]
◎冲入曼索拉城内的十字军



不久之后，路易国王带领着第三分队亲临战场。他们抵达后立刻便遭到了马穆鲁克的攻击。此时后者已经重整旗鼓，秩序良好。双方在营地周围激烈厮杀，战斗持续了数小时之久。马穆鲁克不断向法国人倾泻箭雨，而路易也只好放缓前往堤道对岸重要地点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对马穆鲁克发动冲锋。为了让步兵有机会与骑兵会合，路易必须进抵堤道对岸。但由于路易左翼不断遭到攻击，法国人无法像希望的那样继续前进，而只能以正面朝向南方的态势抵挡马穆鲁克。看到十字军逐渐疲惫，而且有数百名骑士因为战马被箭雨射死而被迫下马步战之后，马穆鲁克终于将弓箭收在后背，拔出战锤、弯刀冲向法王。重压之下，路易麾下一部分部队士气发生了崩溃，跳进阿什蒙运河试图游回营地。不过路易始终坚持向堤道推进的计划，并最终抵达了目的地。

紧接着，法国步兵将沙土、木板、柴束、被毁的攻城器械以及各种零碎杂物全都扔进了尚未封闭的那一半运河，成功垒出了一座粗糙但足够使用的土桥。数以千计的弓弩手和长矛兵冲过这座疯狂的建筑。宫廷总管、博热的亨伯特立刻组织第一批进抵对岸的弩手们列成战线掩护疲惫的骑兵。他们对马穆鲁克射出的毁灭性火力将会战引向了全新方向。

看到法国步兵进入战场后，埃及军队新推举出来的指挥官比巴尔斯（Bibars，此人在二十年后成为苏丹）命令骑兵后撤。马穆鲁克虽然退出了敌方弓箭射程，但仍维持着随时可能进攻的威胁态势。法王本打算下令进攻，但此时骑士们已经筋疲力尽，他只好按捺住自己，仅命令步兵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环形阵地，以在这一侧的河岸上控制住一大片土地作为桥头堡。由于他们缴获了大批埃及攻城武器，这一工作很快便完成了。

这样一来，路易终于在长期阻挡自己的运河南岸获得了稳固立足点。但他没能击败埃及军队，后者也依然能够在不足一百码的距离上监视他。当天的会战结果不仅没有让埃及人气馁，反而使他们倍受鼓舞。法国人的损失远比对手多，穆斯林因此将自己视为胜利的一方。据估计，路易损失了将近一半骑兵，而战马的损失比例更高。这场会战的真正意义在三天后便显现了出来——埃及人重新展开攻势猛攻法国人的桥头堡，而法国人则完全采取守势，即使在击退敌军攻势后也不敢迈出桥头堡一步。入侵埃及的法国人已经丧失了继续前进的锐气和意愿，不久后便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撤军。曼索拉会战虽然以法国人成功强渡阿什蒙运河告终，却也耗尽了十字军的精力，使他们对这场战役的未来感到绝望。因此我们也只能认为这场会战是十字军遭受了挫败，而且还是一场惨败。

以上便是曼索拉会战的主要经过，而这也是十字军所进行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与我们先前介绍过的会战相比，这场会战更加清晰地体现出基督教军队在面对东方马弓手时步骑协同的重要性。由于缺少使用弓箭的士兵（所有骑马弩手都与阿图瓦伯爵罗伯特一同战死），路易国王及其麾下的骑士们始终处于毁灭边缘，步兵渡河加入战斗的那一刻他们才终于得救。由于骑士们通向渡口的退路已被切断，而试图游回营地的逃兵们也已经证明路易背后的运河根本不可能渡过，倘若没有步兵援救，骑士们可能已经全军覆没。

有趣的是，穆斯林史料要比基督教史料更明确地记载了法国步兵进入战场对扭转战局的作用，倘若他们能够更早些抵达战场，圣路易有可能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儒安维尔和楠日的威廉（William of Nangis）虽然也在著作中提及了弩手们的到来，但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国王本人的个人英勇上。反而是穆斯林一方的贾马尔丁（Jemal-ed-din）和马克利齐（Makrizi）写道：“如果第一批骑兵们选择坚守（也就是阿图瓦伯爵罗伯特坚守在投石机附近，而不是冲进曼索拉）……或者基督徒的全部步兵都参与了战斗，伊斯兰教徒们肯定要被毁灭……如果法国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埃及部队将无可避免地被敌军击败，而曼索拉也将失陷。”在狂热的骑士精神和阶级荣耀感的蒙蔽下，法国史学家们忽视了对穆斯林学者而言显而易见的战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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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曼索拉会战中损失惨重，路易所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惨败告终

不幸的是，对于圣路易制定的计划而言，将骑兵和步兵拆散也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责怪这位国王，因为他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我们更应该责备阿图瓦伯爵罗伯特直接违背王兄的命令冲进曼索拉的疯狂行动。只要他能够停留在法国营地对岸的埃及攻城武器那里，守住阵地等待步兵将堤道建完以及其王兄率领主力部队到达，基督徒们便能够在会战中占据极大优势。路易国王尽了全力来阻止罗伯特，先后派出十名骑士要求他停步等待，但罗伯特故意抗命，选择发动第二次疯狂冲锋，不仅葬送掉这场会战，就连他自己冲动的一生也在此画上了句号。即使对一支封建军队的统帅而言，大概也不会想到计划会因如此恶毒、卑劣的违纪行为毁于一旦。


注解：



[1]
 　即托罗斯山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两河流域以西的中东地区。


[2]
 　即宰相之意。


[3]
 　此处应为作者误记，努尔丁死于1174年。


[4]
 　此处应为作者误记，萨拉丁死于11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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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在一切有关战争的宏大叙述中，骑兵永远都是其中最浪漫的一部分。他们英姿飒爽的身形、锃锃发亮的铠甲，无不昭示他们高贵的出身和超群的技艺。有时，他们是英雄，为国家摘取胜利的果实；有时，他们是魔鬼，给人民带来混沌与毁灭。虽然骑兵向来都是文学作家中意的描写对象，但有关骑兵的科学性研究似乎很少，在中文学界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莫德所著的《骑兵论》无疑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野。

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Frederic Natusch Maude），185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莫德曾在威灵顿学院与皇家军事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并于1873年加入皇家工兵队，后被擢升至上校。莫德在军事理论方面著作颇丰，但他最有名的还是与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不解之缘。莫德最早在1872年发现了《战争论》，但他花了不少时间才认识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莫德不仅称赞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规律的分析，对克氏提出的“概然性”与“摩擦力”的概念也十分认同。莫德认为，对《战争论》最高的概括便是书中的一句话：“战争中的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当沙盘上的计划应用于实战之时，因为各种既有的阻力，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虽然莫德十分欣赏《战争论》一书，但他对书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全盘接受。譬如说，他就不赞成克氏对拿破仑的分析。虽说如此，当莫德督促《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作者富勒研究拿破仑战争时，他还是推荐了《战争论》。

格拉哈姆在1873年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克氏的《战争论》，但《战争论》是借莫德之手才真正推广起来的。1908年，莫德再版了《战争论》，并将其分为三卷。莫德对《战争论》的译文并未做太多修改，但是他对其做了一系列的注释，指出自克氏的时代以来，技术和组织上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也为新版的《战争论》做了一篇短序，内容虽然尊崇克劳塞维茨，却极度仇视德国，全文还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因此，后人所认为的“战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说法，与其说是出自克劳塞维茨，不如说是出自莫德。莫德再版的《战争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也多次再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文《战争论》的标准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论》现在享誉国际，拥有举世无双的地位，莫德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莫德虽然投身于军事理论的研究，但他的目标是实用主义的，一切军事历史的研究都必须与现实生活中的英军改革挂上钩。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德国的矛盾态度上看出来。一方面，莫德极度仇视德国，认为英国必须在一次战争中彻底摧毁德国这个“自然天敌”；另一方面，莫德又认为德国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军事经验，而英军改革必须向德国看齐。莫德对《战争论》推广所做的努力就是基于此。

《骑兵论》也是如此，可以说莫德是带有目的性地在写这本书。莫德早就对英国军队感到不满，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的英军僵硬迟钝的特点，更让他感觉到改革的急迫性。但莫德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场席卷欧洲的大战争来袭。为此，莫德与中将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合著了一本小说，名为《1890年的大战争：预想》。在此书中，莫德预言在19世纪90年代将发生一场大战争，牵扯英法德俄四国加入，他甚至精准地宣称导火索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发生在1914年，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但这并没有动摇莫德的想法，因为在1903年出版的《骑兵论》中，莫德还在号召英国人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要了理解莫德的军事思想，必须了解当时欧洲的大背景。在普法战争以后，欧洲承平四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军事技术迅速发展、铁路大量普及，让大规模的部队能迅速集结，而电信通讯的发展，使指挥大集团军成为可能。但最可怕的还是杀伤力武器的提升。布洛克在1897年出版的《从技术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关系来研究未来的战争》中对日后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情况做了一番精准到可怕的预言：“最初是屠杀的程度日益增加，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使得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们最先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的条件下作战，尽量地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最后才算是学会了一个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个企图……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圆镐将和他的步枪一样，变成不可缺少的兵器。所有的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特性，军人们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之权却是操在‘饥饿’的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正是如此。因为参战的军队都装备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堑壕战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选择强行突破敌人的战线，就与将大量士兵送上处刑场无异。在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每月平均损失七万人；而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伤亡人数加起来有一百万之多。

与布洛克一样，莫德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正确地指出：“围城是延长的会战，而会战是短期的围城。”就算是在一天之内能结束的会战，进攻者的目标也是要成功突破防守者的阵线。但对英国军队来说，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短期内结束会战，似乎变得越来越难。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莫德为此感到忧虑。虽然布洛克和莫德都预见战争在往僵硬的阵地战方向发展，但他们对时局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布洛克来说，因为交战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会战的胜利，能站到最后的便是经济上更为强势的一方，而失败者会因为经济崩溃、无法支撑战争而败北。这个说法不可谓没有道理。对莫德来说，一战前的军事形势只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在莫德眼中，军事历史就是步兵与骑兵力量此消彼长的一种周期。很明显，步兵的机动性比不上骑兵，当步兵的力量强于骑兵时，战争就会往迟钝、缓慢的方向发展；当骑兵的力量强于步兵时，战争就会表现得更加灵活与机动。对于莫德来说，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完善的骑兵部队，在步骑对抗中占上风。

当然，根据我们对后来历史的了解，骑兵并没有成为解决一战问题的“钥匙”。在西线可怕的堑壕战中，骑兵根本毫无用武之地。但骑兵确实是当时唯一的机动兵种，所以莫德寄希望于骑兵，希望它能打破当时堑壕战的僵局，是情有可原的。就连一战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也认为“骑兵的价值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可见莫德的思想颇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思考成果。但莫德在写作《骑兵论》时，不会知道未来“坦克”这个发明的出现。一战的问题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最后也因为技术进步而得到解决。坦克的出现解决了战争中机动性的问题，并取代了本来属于骑兵的历史任务。虽说如此，莫德的思想内核依然重要，并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对“机动性”和“突破敌军战线”的重视。师从莫德的富勒在日后便依此提出了装甲战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富勒与莫德思想上的联系。富勒的装甲战思想颇受希特勒的青睐，他是唯一受邀参加1935年纳粹德国装甲阅兵的外国人。从职能上来说，装甲部队完全替代了骑兵部队，这点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除了莫德对战争的思考以外，《骑兵论》还有许多其他价值。莫德选取了不少骑兵的经典战例，并对其加以分析，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点在莫德的资料引用上便能窥见一二。莫德通晓英法德三种语言，他在论述战例时尤其注重德国的资料，这在有关骑兵的历史著作中十分难得。同时，作为一名职业军官，莫德在第十三到十六章对骑兵建设，尤其是养马、马术方面的领域做了详尽的论述，填补了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要感谢吴畋前辈在学术上的指导和支持；张潜的翻译水平和文字功底十分优秀，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一针强心剂；陈建兆是我的知己好友，在本书的进程出现问题时，是他敦促我坚持下去；Lillie Mermoud提供了书中法语内容的翻译。同时我也要感谢翻译过程中指文图书编辑的耐心与校对。此书虽已完成，仍或有些许瑕疵，还请读者指正。

周执中

2019年1月23日于长沙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克伦威尔的治军



第三章　克伦威尔的用兵



第四章　从克伦威尔到腓特烈大帝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的骑兵



第六章　塞德利茨与普鲁士骑兵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



第八章　法国骑兵的衰落



第九章　普鲁士骑兵的复兴



第十章　1815—1870年的英国骑兵



第十一章　普法战争



第十二章　从维翁维尔会战到战争结束



第十三章　评论与建议（上）



第十四章　评论与建议（下）



第十五章　骑兵与骑马步兵之争



第十六章　长途骑马



附录　一些军事条例及注释



返回总目录





本书

获准敬献给

印度首任骑兵总监

二等巴斯勋爵、中将

乔治·勒克爵士






[image: ]

◎　乔治二世国王骑马像（伦敦科克斯勃街）








前言

自本书付梓后，一道新的军事命令于1903年3月1日发布，内称未来英军骑兵应该依赖于“步枪而不是刀剑”。

读者们会发现，这绝不是第一次以削弱突击能力为代价发展火力的尝试。他们还会发现，在这些尝试之中无疑酝酿着危险的结果；尤其是当这样一支被组建出的混合部队遭遇高效能的敌方骑兵时——这种骑兵部队因为欧洲文明间的生存斗争而必然存在。

该命令也进一步地废除了军中配备的长矛，《泰晤士报》专栏与其他媒体围绕着这一决定掀起了剑拔弩张的争论。在这里必须指出其有可能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争论的双方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互相攻击，争辩有可能会在军队中延续，而军队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军事研究了。

历史上伟大的骑兵指挥官从不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部队里单个骑兵所携带的武器上。对他们来说，中队、团或者旅能用膝并膝的紧密阵型发起进攻才是胜利的重要条件。当战马组成良好的阵型，肩并肩冲锋时，战士手上是拿着藤条还是弯刀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力量、速度和协同性才是紧要的。至于用怎样的方式杀敌就没那么重要了。

虽说如此，冲锋中的协同性只有在士兵能保证如臂使指地操控战马时才有可能做到。做到这一点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每个士兵确信他的个人安全依赖于使用武器的高超技艺，而只有能完全驾驭胯下战马时，这种技艺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除了某些伟大的骑兵指挥官外，熟练运用兵器的重要性几乎被所有人都严重夸大，而说到骑兵的兵器，自然指的就是刀剑和长矛。

这些武器自有其用途，但当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军队的协同性达成后，武器在整体胜利中的作用几乎就变得微乎其微。

协同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马术的熟练度，但是骑兵的机动性和持久性方面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其原因在本书正文中已有大篇幅的叙述。当燧发枪、卡宾枪或者来复枪的使用成为必要时，机动性能确保移动更快的一方有权选择攻击目标，这种主动性能弥补他们射击技艺的不足，而和平时期的训练除了能提高射击技巧外则什么也无法保证。

这些我都在《骑兵与骑马步兵之争》一章中予以详细论述。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每多花一个小时训练士兵的马上格斗技巧，就能使他们拥有更好的机动性和协同性；至少在理论上，每多花一个小时在靶场训练（range）上，则会减弱这种倾向。在实践中有足够的时间来兼顾这两种训练。事情之所以会变得不对劲，是因为士兵们被告知应该依赖于火器，而不是刀剑；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马匹当成区区的代步工具，实际上马匹是一个完整骑兵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不幸的是，因为我国对《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1]

 的坚持，步兵被剥夺了合适的反骑兵子弹（Horse-stopping bullet）的使用权，损失了约五分之四的火力，这让骑马来复枪手理论大占上风——步兵火力被削弱，对骑兵火力的倚重就会相对加强。一方面，通过骑行训练所得到的技艺无法弥补子弹本身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骑兵部队无法再以紧密中队的阵型冲击敌人，那他们又如何能帮助重担在身的步兵呢？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该再被鼓动去与一个欧洲敌人作战，但这只是无知之见。“纵使铁甲舰船也无法爬山”（Ironclads cannot climb hills）
[2]

 ，我军在欧洲大陆上为祖国服务——正如上一次危急时刻他们所做的那样——这种可能性在当今要比以前更大。事实是我们又一次要与柏林敕令
[3]

 做斗争。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将其粉碎一样，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为保护我们的工人阶级免于挨饿而奋斗。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位于大陆上的敌人们无法意识到时局的艰巨性。但斗争的过程毫无疑问会是跌宕起伏的。而且在纠正英军目前在南非的军事通论的错谬之前，我们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英军将不仅仅像是在滑铁卢那样，凭借三个军赋予欧洲和平
[4]

 ，而是要更进一步，以移山之力效仿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将欧洲组成一个联邦。但肩担大任的我们要靠怎样的士兵去完成这一赫拉克勒斯式
[5]

 的任务呢？

我承认我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任何追寻真知灼见的渴望，不管这种渴望是源于私欲或是对未来的展望。现今风靡的是对舛误百出的理论的支持，而支持者靠摇旗呐喊来掩盖其错误。人们倾向于以他们局部主观的经验来否认数代以来基于战争原则而做出的科学归纳，并且忽视技术发明应该带来的战术调整——好像两个世纪前的军队在如今也能通行无阻一样。

基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人们有此想法也实在是可以预料的。如果有与我共事过的老战友还愿意在军中继续奋斗二十年，为即将到来的大事件挑起大梁的话，我也不吝相助。

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慢条斯理地进行准备的人，我还要予以一言警告。现实情况与他们想的正好相反，就好比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刚迈上成功的阶梯，却只能在每日杂务里虚度光阴一样，我们国家也为数世纪以来由于懒惰造成的严重官僚主义所累，没有时间制订一项有条理且可靠的军事改革计划。阅读我们国家身居高位的将军的传记，便可以了解这个事实。这一小撮人只是因为长时间的无所作为与谨慎小心，才最终忝居高位。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爵士
[6]

 就是他们中最显著的代表。

能身居高位者永远都是少数，而这些人却浪费了珍贵的机会，在任上无所事事。军中有一条真理：“时光一去不复返。”我可以大胆宣称，几乎任何一位中人之姿的骑兵中尉，只要有足够强的意志力，并抓住训练和重组任何一国军队的机会，就一定会为自己的职业打开无穷的潜力之门。因为未来的战争将主要是机动力的竞争，相对于只了解步兵的人，高级军官中既了解士兵又了解战马的人自然占了很大的优势。近期的战争就可以屡屡佐证此观点。

在这里还需要稍微解释下“皇家工程兵是骑兵武装之股肱”这个想当然的论断。这一观点并没有许多人想的那样玄妙，因为军事工程学是战术学习者不可或缺的第一学问。“围城是延长的会战，而会战是短期的围城”，前者节约人力却耗费时间，后者牺牲生命以换取时间。整个战争的演化史都指出时间在军事行动中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管是在围城还是战役中，胜利最终都取决于哪一方在交火时能获得较大优势。优势要么来源于更强的火力集中，要么来源于进攻时更高的士气，抑或两者兼有，但这两者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只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能意识到，在围城战中拖延时间，对于获取绝对火力优势是不可或缺的；以鲜血的代价进行骑兵冲锋所造成的冲击效果对快速获胜也是必需的。克里米亚持续两年的军事行动
[7]

 给联军造成了五万四千人的损失。如果骑兵不失时机地冲击阿尔马河——要是这些骑兵部队在场的话——或许就能以仅损失五百人的代价结束整个战局。拿最近的例子来说，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
[8]

 在几小时内冲锋穿过布尔军阵线并解救金伯利（Kimberley），仅损失二十人。如果想要靠审慎围攻马奇斯方丹（Magersfontein）的布尔军来造成相同的结果，不知又会如何损兵折将？

更何况，皇家工程兵的日常训练目的是熟练使用精度极高的各种工具。在条件合适时，工程兵就极其依赖这些工具，否则就百无一用。

举例来说，经纬仪是一个伟大的工具，它能让人在不同海拔高度间奔驰数英里之远，误差只在一英寸之内，但前提是必须要用谨慎得体的方法来操作它。试想，如果经纬仪不放在地上，而是像来复枪一样抵在肩上用，只怕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信任由此得出的数据。想要准确地用好来复枪，需要更加谨慎。子弹的飞行轨道受到空气、温度、火药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不是射击者能够掌控的。加上战场的情况越激烈，火药的射击精度也就越差。因此不难看出，一个人被意图射击他的子弹打中的概率是极小的，整个进攻行动的成败仅仅取决于暴露在火力下的时间有多长。

这就带来一个速度问题：进攻距离越长，骑兵的优势越大，而步兵的优势越小。这一点在旧滑膛枪时代还很难看出来，但现在七百码外就能确保火力覆盖，使用骑兵的论点毫无疑问就占了上风。一分钟之内骑兵就可以攻入敌军阵地，两分钟后炮兵就可以抵达并提供火力支援，七分钟后步兵就可以进占刚拿下来的地盘。若仅仅是让步兵去做，这一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之久，还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敌人也会源源不断地投入生力军以求获取胜利。枪炮所能覆盖的范围越大，就更需要高速穿过交火地带。战争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一个指挥官必须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也要像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一样，具有洞悉战局的能力，正如威灵顿
[9]

 在萨拉曼卡和滑铁卢的高超表现，成败皆决于此。

除此之外，在各国军队中，下级军官对步兵战斗的指挥权越来越大。因此，决定何时发起进攻对将领来说也就愈发重要，对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骑兵必须作为整体长驱直入，而不是停下来各自为战、寻找错误的掩护。即使骑兵的进攻失败了，也通常能为步兵掩护，以争取时间，就看步兵能否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我深知本书有很多缺陷。一开始我有充裕的时间，打算遍访欧洲大陆上所有伟大的军事图书馆，但因一些变故，这个计划只得暂时搁置。直到现在，我看到公共观点是如何被南非战地记者粗糙的战争报道所误导后，感到十分痛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正确解读敌国与敌军的异常本质。我将材料收集并投稿到《联合军事杂志》（United Service Magazine），我必须感谢编辑能给我这一机会，来捍卫我在英军骑兵中的旧时好友与同僚的名誉。在此之前，他们既得不到理解，也收不到感恩。

此书的卷首插图是一尊漂亮的乔治二世国王骑马像，位于伦敦的科克斯勃街（Cockspur Street）。可惜的是直角拍摄时无法得到水平视角，因此照片的整体效果受到透视收缩的影响。只要我能成功引起人们对此雕塑的注意力——其代表的是骑兵巅峰时期理想的战马与骑手——那目的也就达到了。眼光犀利者能注意到些许瑕疵，但整体来说，以人和马的姿势而言，这大概是欧洲最好的雕像之一了。

最后，我将此书献给二等巴斯勋爵
[10]

 乔治·勒克（George Luck）
[11]

 中将。从他那里，我接受了关于如何训练与部署骑兵师的最好的教育。也是从他的经历中我得以了解：在即将到来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效仿他在印度和国内所做的那样，以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组织和训练能够与欧洲任何骑手相对抗的骑兵部队。

F. N.莫德中校

1903年8月




[1]
 译注：此处指的是1899年和1907年两次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上签订的条约。根据此文写作时间，当为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公约条款对杀伤力较强的子弹做了使用限制。


[2]
 译注：此为军界频繁引用的一句话，用意在于强调陆军的重要性。


[3]
 译注：1806年，拿破仑在柏林颁布大陆封锁令，即柏林敕令。因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失败，拿破仑失去了以武力手段征服英国的可能性，因此希冀于通过贸易封锁来扼杀英国的经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莫德所说的“生死存亡之时”，正是指英国与拿破仑的斗争。莫德写此书时，德意志帝国作为新兴帝国在工业产值上已逐步超过老牌强国英国，两国在贸易和商业利益上的摩擦益发严重。


[4]
 译注：滑铁卢战役后欧洲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有历史学家将此段时期称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


[5]
 译注：根据希腊神话传说，赫拉克勒斯曾经完成了十二伟业（Labours）以清除自己的罪行。


[6]
 译注：查尔斯·内皮尔（1782—1853年），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参与过半岛战争。


[7]
 译注：指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8]
 译注：约翰·弗伦奇（1852—1925年），英国陆军元帅、伯爵，历任陆军总参谋长、一战远征军司令、爱尔兰总督等职。因在布尔战争中指挥骑兵师而名声大噪——他率领骑兵师解金伯利之围并进占布隆方丹的战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本书作者一样，都是骑兵冷兵器冲锋的支持者。


[9]
 译注：阿瑟·韦尔斯利（1769—1852年），第一代威灵顿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陆军元帅、英国首相，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


[10]
 译注：“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Bath”，简称“K. C. B.”，英国巴斯勋爵中的第二等。


[11]
 译注：乔治·勒克（1840—1916年），英国陆军军官，曾在印度服役，参与过第二次英阿战争。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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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恩道夫战役




相较于其他部队，关于骑兵价值和作用的理论已经汗牛充栋。如果一个人试图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理论，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虽然作者们的智识有高低之分，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几乎在开始为写作而调查时就定下了。一个人能忠实、直观地描述所见所闻，而不受自我经历的影响，是十分罕见的。

有些对拿破仑战争略微熟悉的人，把骑兵、步兵和炮兵理解为一成不变的冰冷物体，而无法理解这些词语所涵盖的近乎无穷的变数。换句话说，一支武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骑兵团处于时时变化的状态，兵员可能会因为疾病和伤亡在数周内替换大量战马和骑手。人们会发现，相较于步兵，这样的骑兵部队更难获得尊重。因为步兵的战斗力受替换兵员的影响较小，战斗力全靠士兵的素质。而骑马部队不仅受骑手，还受战马和两者依赖的各种条件组合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七年战争开始，一些骑兵军事爱好者在谈到步骑炮三军关系时，脑海里只有罗斯巴赫（Rossbach）战役和曹恩道夫（Zorndorf）战役
[1]

 中近乎完美的骑兵形象，由此常得出大而无当的结论。如果这类人身居高位且能施加影响，国家则有覆亡之危。他们认为，任何冠以骑兵之名的骑手都能发挥出史上最优秀骑兵的水准，而常忽视敌我两军实力的对比。

以上两种都是明显的夸夸其谈，其倡议者都不甚了解我国战术教习之法和战术指导书的编撰方式。但那些学习过我国现代战术论点的人都会同意，无论如何，警醒时局都是必需的。

近期在南非的事件已经把“机动”的重要性体现得无以复加。如果我们含垢忍辱
[2]

 得来的教训没有白费的话，那就应细察过去的教学内容，以检视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保障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打击和火力）。一旦拥有这两个条件，我军骑兵毫无疑问地将重回过去的巅峰状态。依我之见，强力的骑兵，加上志愿兵服务体系和广阔的殖民地，足以使我们能应付目前面临的危机。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三军战力相乘而不是相加，其中骑兵的战力又可以弥补其人数的不足。以欧洲军队为例，历史经验表明似乎没有哪个步兵或者炮兵部队可以以一敌二而获得胜利，但对骑兵来说却是可行的。正如我之后想要展示的那样，良好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甚至让以一敌五都成为可能。良好的兵马和长期服役的经验告诉我，骑兵并非不能达到这样优秀的水准。我们只需以史为鉴，去其糟粕，就可以古为今用。

对指挥官来说，一支骑兵成功的重要标准是：



第一，清楚认识到部队的能力上限；



第二，足够了解通过何种手段能使骑马部队达到能力上限；



第三，无论承平还是战时，都不顾个人名誉与危险，能以铁一般的意志去完成此重任。




为达到这些标准，骑兵指挥官除了具备一名狂热者的偏执性格外，还必须熟知骑兵的历史，并具备马匹管理、训练和骑乘的扎实知识。他还要能克服国内阻力，即民选政府的庸政和《每日邮报》表达的公共观点。

至于士兵和战马所必需的品质，之后谈到他们时自会提及。这里我只强调一点，无论是在母国还是殖民地，英国民族的非凡气质都能克服打造理想骑兵的难题，尽管这一难题迄今为止都无人问津。

自律、镇定和决心是一名优秀骑手的性格基石。骑兵部队缺乏高水平的骑手和良好训练的马匹是稀松平常之事。至今我们都未重视过这些品质。我们“驯服”年轻的马匹，并被称为“粗野骑手”（rough-riders），这样的词表明了我们的切入点在哪里。

爱炫耀、蛮勇加上一点坏脾气才是目前受人称赞的品质。我们强迫一匹新马驹服从最强壮和最坚定的骑手，他能让马驹在阵列中稳步行进，但他身上的奇技淫巧和恶劣习惯却破坏了人与马整体平稳和规律的和谐。“欲速则不达”这一谚语正好可以用在骑兵建设上。只有当我们完全意识到这句话的深意并消除“驯服”和“粗野骑手”的现象时，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现代骑兵变革需仰赖的理想骑马部队。

谈到切入点，我选择直接迈入克伦威尔时代，以展示“铁骑军”（Ironsides）
[3]

 的“理念”和“材料”。

17世纪上半叶大乱的英国都能出现“铁骑军”并抗敌八年，如果政务能被操持于强人之手，他目标明确，并能克服任何来自政府与社会的压力，以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话，现在的英国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15世纪末期，重装骑士和步兵的关系，就和当代铁甲舰与中国舢板舰队的关系一样。重骑兵坚不可摧，只有在马匹因疲惫而累倒或遭遇崎岖地形时会崩溃；在没有援助，又无法重新站立并缺少自卫手段的情况下，他就只能被那些更灵活轻便的敌人任意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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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初的火枪手




与东方民族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认识到，无限制的权力是没有益处的，除非权力在最人道和最高贵的一流人物手中。权力会激发每个人心底残忍、贪婪和恶毒的一面，无所不用其极。

统治者的残忍和贪婪会导致底层的联合。在有利局势以及教会的频繁帮助下，瑞士和士瓦本（Suabia）的市民增强了防御力量以抵抗骑士。骑士们因为过于骄傲而无法联合，因此也就显得无力。市民用十八英尺长的长矛武装自己，并组成两百乘以六百英尺的方阵。对骑士和他们的骑马侍从来说，这样的方阵是无懈可击的。

然而，市民们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移动缓慢的防御性力量，骑马部队可以通过迅速移动战胜他们。

便携式火器的引进并没有大大改变这种步骑间的形势。虽然手枪赋予了骑兵打倒长矛兵的威力，但钩铳（Arquebuss）
[4]

 取代了十字弓成为破坏力更强的武器。而且，站在地上射击比在马背上射击精度要高得多。如果不是战略需求改变的话，这一形势有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即使步兵在驻守和行军时能够保持无懈可击的阵型，但敌军若掩藏在最脆弱却无法攀爬的屏障后面，那么他们也无法占到上风。当时独具匠心的天才迅速以增加火炮的方式克服了这一困难，他们把大炮放在推车上，与大军一起行进，这样就有足够的威力摧毁城墙。

然而，这是徒劳无功的开始。虽然能工巧匠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设想：将炮管安装在轮子上。

骑兵依样画葫芦的速度却不慢。当轮到骑兵出击时，从容不迫的骑兵先用车载火炮摧毁敌人的防御，自由选择攻击地点、目标，直到长矛兵减员严重、士气沮丧而毫无还手之力时，他们再发起冲锋。假若这种对抗是基于火炮的参与的话，那么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步兵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撤退到崎岖的地形以防止骑兵行进，要么掩藏在人造堑壕之后。两种方法都是自绝胜利之道，除非战争受到其他强权的外力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山地国家会正当化游击战，而那些只有与大国联合才能生存的小国会求助于堡垒。

不过上述所说的情况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很少出现。

莫加顿（Morgaten）战役和森帕赫（Sempach）战役中的瑞士军队是那个时代唯一能站住脚跟的步兵部队。其他诸军中骑兵都是主要角色，只在数量和战力上有些许不同。

当时没有出版社，也没有新闻和电报，战场上发生的事要历时许久，他人才能闻知。虽然欧洲战事频繁，又有朝秦暮楚的雇佣兵，消息传达到底还是不方便。总体而言，战事爆发时，对垒双方几乎都无法从已发生的战役吸取经验教训，必须自己开动脑筋应战。

因此，只有到荷兰独立战争和三十年战争这类冲突中，我们才能发现明确的战术概念，如由战场经验总结出来的步骑炮三兵种协同作战。荷兰独立战争牵涉的战争形态太过特殊，我们略过不论，而以三十年战争作为战术考察的起点。

在瑞典国王
[5]

 的伟大生涯行将结束时，我们通过他的事迹和部队会发现，今日的许多观念在当时就已生根：炮兵在战备期间聚集大量火炮，若条件允许能移动则最佳；步兵于阵列中战斗并主要依赖热兵器；骑兵手执长剑全力冲向已动摇的敌军本阵，进攻被长矛、拒马等类似障碍保护的步兵。步兵虽已动摇，但对骑兵来说，诸般障碍物还是比他们见过的任何刺刀方阵更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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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帕赫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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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加顿战役




上述这段话，已明白无误地指出三军联合作战的概念在16世纪初就已出现：观察军事传统的发展，追溯阻碍该理念实现的冲突趋势，是一件趣事。此后，这一冲突几乎让所有欧洲国家都开了倒车，而不能沿着正途前进。

原因在于：炮兵作为一个组织，不是寻常的部队，而是商人的公会；炮兵有其独特的传统和思想，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火炮的制造而不是战斗。享有盛名的炮兵大师有制作火炮和弹药的秘密方法却不愿外传，他因为年迈而更愿意享受舒适的住宅和高额收入，不愿因服役而一无所有。他对战争唯恐避之不及，只派学徒操作火炮，只有在十分重大的攻城战役或故乡受到威胁时，才愿意现身。

炮手不用承担马匹和车夫的任务。车夫负责运送辎重，任劳任怨却也没话说。

最早的火炮是能发三到四磅重炮弹的墙炮（wall piece）
[6]

 。但人们需要威力更强的武器来打破与摧毁当时盛行的城堡，于是建造部门的头目都全神贯注于制作芒斯蒙哥（Mons Meg）
[7]

 式样的巨无霸级大炮。时过境迁，而后炮兵大师的名望则仰赖于能否制造轻快、便捷的战地火炮以供需求。

从这时起，火炮的重量和轻便性间的冲突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背后的原因一直没有改变。

火炮成了紧密聚集的长矛方阵最恐惧的兵器。两军交战，各军的首要任务总是如何通过骑兵冲锋破坏对方的火炮。被攻击的一方则设法以骑兵来保护火炮，一系列的骑兵冲突就此上演了。

理论上来说，交战中胜利一方的骑兵应该立即集结，俘虏对方的炮兵。几乎所有骑兵都有俘虏敌军和劫掠的传统。一旦击败敌人，在不扒光最后一具尸体和保证最后一个俘虏安全之前，他们就不可能再集结起来。当他们休整过后准备再上战场时，或许夜色已经降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与此同时，步兵对移动中的骑兵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从对骑兵冲锋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后，则可与骑兵对抗，并掩护己方的火炮。战役在此时变得普通，炮手们只是无所事事地看着，步兵们被击败后，他们就切断绳索并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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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斯蒙哥巨炮




火炮变得越来越重，步兵却变得越来越轻。骑兵较强势的一方很快就能发展出散兵体系。散兵能巧妙利用掩护，分散于广阔的前线，轻易破坏长矛兵的阵型并动摇他们的士气。作为回应，另一方也必须使用散兵；但只要敌人的骑兵一日强过他们，散兵就无法过于远离己方的长矛兵。因为散兵的火力不足以阻止骑兵冲锋，所以在侦察中也要准备在对方骑兵进攻时逃到长矛兵后寻求掩护。假设没有骑兵，散兵就会清理前线，并位于长矛兵侧翼，伴随他们一起前进。在这种情况下，炮兵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在此必须声明，散兵是名副其实的轻步兵，和现代单打独斗的战士无任何共通之处。他们以“被遗忘的希望”（die verlorene haufe）的名义前进。散兵的选拔标准是敏捷、枪法和勇气，并随时准备在无法脱身时奋不顾身地战斗。

这就是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三军之间的平衡。除了微小的调整外，此情况在下个世纪所有的欧洲军队上延续了下去，但瑞典军和克伦威尔的模范军是例外。两者都是由其领袖的天才所培养出来，并超越了上个世纪的所有成就。对其成因需要细加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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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霍克伍德




瑞典军的本质是由天赋异禀的领袖将其领地征募的兵卒凝聚在一起，并灌以极强的作战信念的军队。他们一开始就藐视传统，其将领环顾当时形势，用聪明睿智解决了战术问题。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他们周围，说得直白点，这些人是“雇佣兵”，但要强过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兵”。瑞典军是约翰·霍克伍德爵士（Sir John Hawkwood）“契约军”（condottieri）
[8]

 的精神后裔，其领袖符合皇帝的标准
[9]

 。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多时候他们都给人纪律井然的印象，作战时等级分明，不可越级指挥。其士兵之所以常胜不败，正是因为其冷静谨慎的精神。一名将领不可让士兵放任自流，否则就有丢失个人威信和影响力的危险，而让士兵无法经受住战地的考验。此理放之四海皆然，即使是海贼和强盗的领袖，也要摒弃卑鄙自私之心，如此众人才会敬服。

骑兵武装一开始是由跟随单个骑士的骑马侍从发展而来的。这些骑马侍从没有数量、装备和战术上的范式，但经过各种各样的战斗之后，其最终演化成骑兵部队。不论何地，骑士与其侍从都是以楔形阵冲锋，意图也总是一样的——撕裂敌军的阵型。但其他细节方面的东西，如装备等，则因将领的财力、马匹的质量等而有所差异。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盔甲总是要穿的，但包裹全身、让人摇摇欲坠的重甲套装，和前段时间由此而衍生出的铁甲骑兵，在战场上都从未出现过。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长弓手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和其他地方的优秀战果所致
[10]

 。

[image: ]

◎　三十年战争中的瑞典军队




在逐渐的发展中，部落战争变成了王朝战争，雇佣兵取代了募兵，混乱中涌现出了范式，成功领袖的实践被广泛模仿，各地步兵与骑兵也演化出了数量相仿的建制。

旧日的楔形阵变成了菱形阵，中空却强硬，可以往任何方向出击，或者只要半转马头，就可以由方阵变为线列。为了给调转马头留下空间，阵型不可以膝并膝那般密集，每两人间都有一马身长的距离。如此，当骑兵中队遵从“四人一组从右侧转向前排”的命令以进行击剑训练时，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各自为战一样。显而易见，该阵型的灵巧性能让它通过灌木丛或类似的复杂地形。但众所周知，让每名骑兵都向左或向右移动而不产生任何混乱，这对骑术的要求是极高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确推测出这些早期骑兵对个人控马技术的要求标准。

我无法确定冲锋时后排骑兵是否要填补前排的空隙，这可能要依各地习惯不同而定。因为通常要避免全速冲锋所带来的冲击，所以更有可能是前后排单纯交织在一起，然后演变为一系列的单打独斗。

很难追溯骑兵阵列冲锋这个主意最初是什么时候浮现的。

马克斯·耶恩斯（Max Jähns）
[11]

 告诉我们阵列冲锋早在1500年就成了法军骑兵的传统，但此一传统在1580年中断。他引用了以下来自德·拉努
[12]

 的古怪记载：



法国人通常善于学习任何新知识，但他们如此坚持排成一条线发起进攻（en file ou en haye），却是十分奇怪的。因为没有哪个骑士或者贵族能容忍别人跑在他们前面。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过时了，他们应该学习德意志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那样以骑兵阵列行进。我经常看到法国人的冲锋被德意志纵队所打破，虽然后者的贵族数量远少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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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索瓦·德·拉努





在瓦朗谢讷（Valenciennes）时，国王手下有两千矛兵。但他们的阵列正面如此之宽广，三百人就有一千步的宽度……



虽然贵族数量很多，但在交战之时不少人会怯阵，如一个人在流鼻血，另一个人的肚子上的系带松了，第三个人的某片铠甲又没系好，如此不一而足。因此对骑兵阵列（指紧闭的纵队）来说他们并不难以对付。




耶恩斯认为，如果要保留枪骑兵的话，数量必须大幅缩减，并只组成一种二十五至三十人的小部队用于前卫。根据瓦尔豪森（Wallhausen）
[13]

 在1600年的记载，这也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长矛变得不受欢迎并最终消失，直到1808年拿破仑才在欧洲骑兵里重新启用，从马克斯·耶恩斯在《战争科学史》的第745页对同一章的概括中就可以看出来：



轻骑兵一定比枪骑兵要强。轻骑兵是骑着小型马、配备刀剑和手枪的骑兵，现在（1580年）正逐渐统治战场。勇敢的老胡格诺人对这新兴的致命进攻武装当然充满偏见。“所有那些武器都像恶魔一样，它们被几个心怀不轨的商家制造出来……尽管人类的邪念催生了它们。它们现在是如此之必要，以至于我们无法忽略它们。此外，骑兵配合手枪使用，效果会更好，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人是诸民族中的佼佼者。我们把火枪作为奖励分发给骑兵。”手枪是比长枪更好的武器，它不仅能造成更大的杀伤力，而且每个骑兵可以携带两把手枪，枪骑兵则只能携带一柄长枪。德意志轻骑兵也是秩序井然的，可以说他们的阵型也比较密集
[14]

 。虽然有这许多优点，他们的进攻却极少成功，原因是他们射击得太早了，而手枪在二十码以外无法击杀穿着胸甲的敌人，三码内倒是可以。火枪的主要优势体现在近身搏击中，这时长枪就毫无用处了。如果不准备抛弃长枪的话——他还没走到这一地步——那么枪骑兵需要比目前更高的训练标准，尤其是在近身战斗方面。法国贵族无论是使用手枪还是长矛都不合适。因为他（法国贵族）显然不会去清理和装填战斗工具，而是把此事交给他的侍从，这样在关键时刻武器也不会可靠。




这就是16世纪后半期战场呈现给我们的图景：骑兵缺乏统一的训练范式导致大部队的联合行动依赖于他们的火器和个人气力，而不是骑兵阵列带来的真正冲击效果，无论是战场上的行进还是以松散阵型进行缓慢冲锋都是如此。步兵站立不动，以数量优势抵御他们的进攻；炮兵因为社会鸿沟
[15]

 而与战友们分开，且受笨重火炮所累，无法通过移动来改变战局或力挽狂澜。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理清由文艺复兴和出版业的兴起给军事研究带来的冲击。

在15世纪行将结束之时，领地上的募兵全面让位于尽忠王室的雇佣兵部队，因此也就亟须一套战术和行政的统一系统。意大利和西班牙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处于时代变革的中心之处，因此也就立即想起他们身上的罗马人传统并对罗马著作加以学习
[16]

 。

马基雅维利、门多萨、阿尔瓦公爵、萨沃尔尼亚诺和加林贝托
[17]

 ，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我们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身上能找到现存的军事术语学的五分之三的起源，而他们都在这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相较于北方竞争者们的领先时期。尽管如此，不管是印刷术的兴起把军事变革的成果向外辐射到了全欧洲，还是说在北方诸国中早已酝酿了此一变革，最终北方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当宗教自由的伟大狂潮席卷荷兰时，科布伦茨（Coblentz）以下的莱茵河沿岸却还被封建时代的传统所困扰。该区域饱受兵燹之祸，当许多德意志小公国被卷入危险时，他们发现居然没有现成的军事典章来指导他们自我防卫。

就在此时，拿骚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
[18]

 开始直面生存与死亡的威胁，他苦苦求索于旧日罗马典籍，并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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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骚的莫里斯




对凡事进行正本清源后，莫里斯宣称当时已普遍存在于封建募兵制国家——比如说英国的传统军役制度已过时了。为了教导儿子威廉·路德维希伯爵（Graf Wilhelm Ludwig）
[19]

 ，他翻译了希腊与罗马最权威的战术著作，它们是现今所有战术书籍的起源。

目前来说，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埃里安（Aelian）
[20]

 的《战术》荷兰语译本，此书后来又在1616年转译为英译本，存于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 U. S. Institute）
[21]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秩序如何在混乱的时局中播下种子。

文艺复兴之初，荷兰与瑞典宫廷之间就存在着亲密的关系。拿骚的莫里斯亲王一直都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偶像，前者所建立的原则，不管是上述提到的作品还是其他一些未出版的著作，都对瑞典军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别国不同，瑞典不太受传统的束缚。波兰战争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关于纪律和训练的极好课堂。虽然从敌人的坏习惯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战争中的勇气、训练和快捷是确保他们获得全胜的主要因素。因此，瑞典人在一个较早的阶段就能用摧毁性的三深线（three-deepline）齐射来替代十二线的普通射击。这样就能使持手枪缓步冲锋的骑兵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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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战争中的布赖滕费尔德会战




摆脱中世纪的成见、更好的训练，再加上与总是全速冲锋的东方民族——虽然是以松散阵型——的接触，让骑兵减少阵列深度并快速冲锋成为可能。东普鲁士和波兰的特殊情况，即道路尚未修整，而平原只是泥泞之海与流沙荒漠，使各武装只能轻装前进，这在骑兵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22]

 。

与旧帝国缓慢移动的混合部队（heterogeneous forces）抗衡时，迅捷的单一部队（homogeneous forces）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古斯塔夫因时乘势，因地制宜，大量装备火炮以击倒敌军的骑兵。这些受到炮火重创的骑兵，既敌不过面前毫不动摇的步兵，也无法在混乱之中应付速度更快的骑兵的冲击（比如布赖滕费尔德会战）。

瑞典步兵的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尝试在战场上快速机动，但这样火器的威力就难以显现。如果敌军前排在斜着变阵时受到攻击，通常就会陷入恐慌，这种情况下，支援骑兵也无法发挥其作用。所以我们就能明白敌军为什么无法理解瑞典军所采用的新手段并从中吸取教训了。

旧帝国中并无真正的爱国之情。如果甲的马和乙的脚折了，整个军队也因此溃败的话，原因也没什么复杂的：不同于丙、丁或其他的下贱士卒，甲、乙是军队里面等级地位最高的。

再举例而谈。如果战败的帕本海姆胸甲骑兵团
[23]

 因好运被敌人放回家——当然，因为他们人人身材魁梧又骑着高头大马，免不得要自吹自擂一番——原因也仅仅是由于他们帕本海姆骑兵的身份而已。虽然也不排除敌人犯傻的可能性，但他们得此好运的主要原因却在得意忘形中被遗忘了。古今所有军队都讲究的“团队精神”，因团与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这样的团队精神比一个单一的、严密结合的部队里应当存在的爱国之心更加强烈。不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拿破仑一世的军队，即使其中最好的单个团里，我们都能频繁看到类似的反常本能。

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国家里，地理环境能对战术思考产生独特的影响。瑞典在开阔地的胜利把旧帝国赶出了城镇与堡垒稀少的北德意志平原，进入了人口相对稠密（换言之，守备更充足）、地形更崎岖的美因河以南地区。围城战随即开始。而当时应付这种战争形式的手段，即使是炮兵，也是相当无力的。在缺乏良好协调的情况下也无法迂回牵制敌人。

在种种困境下，机动性起不到什么作用。军事决策者的反应便是以锄头和铲子作为士兵的武器
[24]

 ，好比七年战争后的奥地利、内战中的美国及1877年俄土战争后的欧洲。所有这些例子里的原因都是共通的，即战争中军队协调性的缺乏使对立双方无法完全发挥其机动性。换言之，进攻的军队缺乏足够的机动能力来处理空间上机动的难题。

在每个时代，战争实践都有不可超越的临界点，此界限会随着交战国技术水平的增强而变化。当古斯塔夫在吕岑陨落时，他抵达了其所处时代的巅峰。但他的死造成了巨大的反应。以物质的角度来观察当时的情况，士兵、武装和国家，是一成不变的。鼓舞士气的灵魂消失了。他的军官虽然个个都是男子汉和领袖，却没有一个超级天才能在分配各军任务时做到因材施用。

不仅如此，伴随国王之死，瑞典军募兵的质量和数量都大幅下降，而且按照旧标准进行训练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因此瑞典式战术碰上困境是理所当然的。骑兵总是在错误的时机发起冲锋，在坚固的矛兵方阵前动摇，阵型松散，被紧密且更加行进有序的骑兵击溃。“步兵是无坚不摧的”思潮开始回溯，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物理上的原因，即人类骑的任何活物都无法跳过或跃过由十六排十八英寸长矛组成的刀山；相反，而是火器效能的极大提升。

因此，军事理论马上又倒退回旧时代。至于大陆国家，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墨守成规。

在内战爆发前的四十年，事态并无太大的改善。当涉及军队的组建时，我们的祖先必须与随之浮现的困难相斗争。




[1]
 译注：这两场战役皆为七年战争中的著名会战。


[2]
 我深思熟虑后才选用这些字眼。骑马部队在南非的崩溃是充满羞愧和耻辱的，那些忽视马匹贫乏状况的罪魁祸首不会永远逍遥法外，但这更加凸显出中将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功劳，他巧妙设想并大胆执行了对金伯利的解围。排除万难，选择信任他的总司令也是居功至伟。


[3]
 译注：铁骑军是17世纪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中组建的部队，其名称来自克伦威尔的昵称“老铁骑军”（Old Ironsides）。


[4]
 译注：鸟铳的前身，因为前段有钩爪勾住城墙来降低后坐力，由此得名。


[5]
 译注：指三十年战争中的瑞典军统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6]
 译注：16—18世纪通行的火器，因单兵使用过于笨重，需倚墙发射，故被称为墙炮，与钩铳有相似之处。


[7]
 译注：芒斯蒙哥巨炮是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在1454年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礼物，重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磅，长十五英尺，口径二十英寸，现仍伫立在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内，每日观赏游客不绝。


[8]
 译注：约翰·霍克伍德是14世纪英国著名的雇佣军首领，其主要活动舞台为意大利。他的雇佣军部队被称为“契约军”，概因“condottieri”在古意大利语中有“契约者”的含义。现代意大利语中，“condottieri”也被引申为“军事指挥官”。


[9]
 译注：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对于为将之道曾经有过如下评论：“反复仔细体会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二世、欧根亲王、杜伦尼和腓特烈大帝的战役，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一个杰出指挥官仅有的几种办法之一，好好从中吸收战争艺术的奥秘和精华。在学习过程中你的个人天赋将得到激发和提高，你将自觉屏弃那些与伟大指挥官无干的外来其他教条。”


[10]
 译注：指阿金库尔战役和克雷西战役。两者都是英军长弓手大胜法军重骑兵的经典战例。


[11]
 见《战争科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achaften）744页，《论古代骑兵列阵的两种方法》。此书的英译本在1597年（译注：疑似1897年笔误）出现于伦敦。


[12]
 译注：全名弗朗索瓦·德·拉努（François de la Noue），外号铁臂（Bras-de-fer），活跃于16世纪的胡格诺战争期间。


[13]
 译注：德国军事作家。


[14]
 对此我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它暗示德意志轻骑兵是“膝盖贴着膝盖”，但现代考证指出他们之间有一马身的距离，也就是六英尺。


[15]
 译注：在中世纪前后炮兵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与商人阶级，在社会地位上比不过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骑兵与步兵。


[16]
 译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是罗马帝国的三个传统省份，受罗马化影响极深。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也被认为属于拉丁语系。


[17]
 译注：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代表作《君主论》。圣贝纳迪诺·德·门多萨（Bernardino de Mendoza，约1540—1604年），西班牙将领、外交官、军事历史作家。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这里指第三代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1507—1582年），西班牙贵族、军事家、政治家，为当时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18]
 译注：拿骚的莫里斯（1567—1625年），联省共和国执政，拿骚伯爵、奥伦治亲王。1589年任联省军队最高统帅。任职期间，重整军队，继续与西班牙进行斗争，1590—1604年取得一系列胜利，将西班牙势力赶出尼德兰北方。


[19]
 译注：拿骚的莫里斯有两个非婚生子威廉（Willem van Nassau，1601—1627年）和路德维希（Ludwig von Nassau-Beverweerd，1604—1665年），这里疑似作者弄错了。


[20]
 译注：公元2世纪生活在罗马的希腊军事作家，著有《希腊战术阵列论》（On tactical arrays of the Greeks）一书，并将此书献给哈德良皇帝。


[21]
 译注：英国国防研究智库，现称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于1831年由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创建。


[22]
 译注：波兰战争后，古斯塔夫有鉴于在东普鲁士和波兰的作战经验，发明了机动性更高的作战方式。


[23]
 译注：以其领袖戈特弗里德·冯·帕本海姆（Gottfried Heinrich Graf von Pappenheim）命名，帕本海姆为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和骑兵指挥官，在吕岑战役中阵亡。


[24]
 译注：指在战争中以挖掘堑壕和闭城自守的防御性手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式。






第二章


克伦威尔的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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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吉山战役前夕的查理一世（中间蓝绶带者）与鲁珀特亲王（坐在桌旁者）




英国革命的爆发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几乎不受中世纪传统的束缚。即使这样的传统存在，也基本是在保王党那边。他们不仅有现成的步兵团，也有师从巴拉丁的鲁珀特亲王
[1]

 的贵族们站在他们那边。

在这种情况下，谦卑而虔诚的士兵在信仰新教的英雄的领导下聚集于共和国旗下
[2]

 ，为宗教而战。因此，国会的势力在一开始就受了瑞典军事体系的影响
[3]

 。虽说如此，也许是步兵内反对横队射击的意见流传过广，或是我们伟大的战术训练大师斯基庞
[4]

 正确地认识到新兵们的纪律和协调性还不足以进行横队射击；我们依然坚持大规模的纵队射击，而不是横队齐射，并且相比于古斯塔夫的惯例，长矛兵与火枪手的比例更大。不过，基本的区别还是有的：保王党遵循旧帝国的脚步，依然维持着由大规模纵队组成的单一战线；而共和国在保证了军队正面每码都有相同人数（一般是十二人）的同时，用规模更小的，以二到三线组成的纵队来集结士兵。这样就保证了弹性和机动性，同时也体现了预备队的概念，这对克伦威尔骑兵战术的演变造成了重大影响。

[image: ]

◎　年轻时代的鲁珀特亲王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展开对克伦威尔生涯和伟业的长篇评述——我也不具备置喙此事的资格，但至少我能略微地指出克伦威尔长期被忽视的能力与特质，这种忽视由周遭环境所造成。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军人
[5]

 阐述过这一主题，因为一些原因，直到好几年前（1885年之前）也没有能完全理解这一主题的军人。直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都没有人见过或真正理解过一个真正的骑兵师是怎样的。的确，骑兵的“师”和“军”的术语在许多年前的第一帝国
[6]

 期间就已存在。在被称为“骑兵师”的马上军痞和在德意志与奥地利训练场上所造就的完美的现代轻骑兵之间，有一道不可填补的鸿沟。因为从塞德利茨
[7]

 的时代以来，没有哪支骑兵部队能接近现代标准。我们要感谢一个德国军人——赫尼希上尉指出了克伦威尔和他的铁骑军在巅峰时期能媲美甚至超过欧洲顶尖的骑兵。因为最近的冯·施密特
[8]

 将军和霍恩洛厄亲王
[9]

 的作品，我们现在也知道创建这样一支标准的骑兵师需要何等的殚精竭虑，即使已经有前人替他们打基础。这就是四十二岁的平民——克伦威尔在敌情威胁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达成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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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利弗·克伦威尔




所谓艰难，主要指兵员，可以从克伦威尔对骑马去埃吉山（Edgehill）的汉普登
[10]

 所说的话中看出来，那时他的骑兵队尚未经受战阵的考验。“你的士兵基本都是年老力衰、寄人篱下的下仆、酒鬼和人渣。敌军则是士绅之子、行伍之人。你能相信这群乌合之众的志气可以与为荣耀而战、心怀决意者相提并论吗？你必须提振他们的志气……这是绅士会选择的道路，否则你就会被击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船税（ship money）
[11]

 和其他暴政如何让斗争局势变得紧张，但在第一轮战争热潮时，决定战斗胜利的要素往往不为人知，法国、美国等地的革命浪潮也有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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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试图逮捕5名国会议员，这一事件促使英王离开伦敦，引发英国内战




克伦威尔的骑兵队受其个人影响而诞生，成员来自自己及毗邻领地上的佃户。与普通军队不一样，骑兵队遴选成员看的是士兵信仰的宗教。我们必须记住，在那个时代，人们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就像今日的土耳其和印度。如果把那个时候的清教徒和他们在现代堕落的继承者相提并论，因而对之进行侮辱，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的清教徒随时都准备鼓动国家陷入一场战争，以满足他们歇斯底里的需求；又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行政部门给我们的武装力量提供必要、正当的训练方法——而这种训练方法正是我们亟需的——以应付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造成的后果
[12]

 。

内战时，这些英明果敢的战士正值可以纵情放纵的年纪，却洁身自好，并随时愿意为使命牺牲生命。这些仁人志士对祖国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国家被完全唤醒了，对立的两边都出现了精英，他们意识到时局的严重性，因而决定在军事问题上使用严格的律令。如此，两方军队都成了百折不挠的铁军，只有世上最严厉的惩罚才能让他们屈服。正是在这段时期，我们奠定了军事传统的基石，例如，把最多损失三成士兵作为作战是否优秀的最可靠鉴定标准。若未能向前推进，其正当理由应是三人中至少损失一人，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这都是军中不成文的传统，1862—1864年之前的美军也是如此。

自整个英国都能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因为我们的海外部队规模一直较小，所以不能按照通常的军事知识去建立完备的体系——如军事程序、阵型的要素和训练新兵的方法。虽然骑兵这时已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石，但若兴起大规模的全国性军备竞赛，这个条件自然就无效了
[13]

 。他们全都骑术精湛，不仅能黏在马背上不掉下来，在道路崎岖、人口稀少的乡间也有出色的表现。他们天生就是骑手，具备平衡马匹的能力，能快速、安全地横跨崎岖的地形，并能长途奔袭而不会人马俱疲。

出于组建骑兵的目的，当时也演化出了值得称赞的养马法。判断马匹是否优良的标准是看马的持久力，而不是速度。对马匹的全面发展给予更多关注后，培育出了马背较短、步伐更好的品种，这意味着更大的载重力和移动时有更高效的体能。

这些要点的历史证据是十分贫匮和充满争议的，但在高负重下（二十二到二十五英石
[14]

 ）的优异表现已经证明，这些马值得称赞。略微思索就会知道，这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会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在崎岖乡间行走五十到一百英里，他自然就不会选择在马厩中步伐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坐骑。此外，当一个人必须将一匹马使用到其耐力极限，他会本能地调整座位和马鞍，将负重力均匀地分散到四条腿，而不是集中到两条腿上，这也是现代平民骑术的发展趋势。

换言之，一个骑手知道如何“收缩”（collect）胯下的马匹。“收缩”意味着弯曲马的脊背和后背肌肉来承受行李的重压。一旦必要程度的“收缩”完成，发挥骑兵效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马匹无条件服从骑手——就完成了。如果没有这个“收缩”的过程，也就是马匹学会用后蹄受载物的重压、马背也轻微拱起的话，马匹就不可能承载骑手，这可以从数学的角度予以证明。

正是这一骑兵效能的先决条件（驯马），迄今为止战术训练家的工作负担才得以减轻，并使骑兵能在短短十六个月执行一千人以上的军事联合行动。如果没有这一先决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把重点放在个人骑术上，才能避免骑兵犯大量错误，这点我会不断强调。

战术与训练的常规思想最早发端于一本有趣的小册子：《士兵入门》（The Souldiers'Accidence），作者为马卡姆（S. Markham），1643年出版于伦敦。从以下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稳重与解决困难的意识来研究的：



为使他们承担起教导、指挥和管理马队的责任，所需要的决心是无限大的（而且经历了许多困难）；士兵（其为理智的生物，能听懂我的语言和理解我的指令）不至于特别蠢笨和焦躁，训练他们比训马要简单，若他们有不如意之处，可以用权威和惩罚强迫他们服从命令；但要把愚蠢的士兵和愚蠢的马匹训练成纪律之师，能冷静、有序和条理井然地执行每一个动作和指令，“这简直艰难之至”
[15]

 。




毫无疑问，关于每年训练骑兵时要背负的责任和困难，没有哪个现代骑兵指挥官能有比这更完整的认识了。

下一段引用就没有这样令人满意了，而且也揭露了许多人错误认识的一个成因：



在旧式战争中，火药的实用性还没有达到现在的高度前……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火药的最大力量已得到阐明和解释。（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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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内战时期的骑兵与火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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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吉山战场遗址




这段话可以成为以下事实的决定性证据：旧时的骑兵会把幻象误认为是现实，并相信是极其不稳定的子弹雨，而非由长矛阵组成的物理障碍阻挡了他们的前进之路。随着时代更替，火器射速（而不是精度）渐长，他们未能注意到长矛阵的消失，直到通常与骑兵为敌的刺刀也从现代战场上消失（人们没有时间去安装刺刀）后才骤然醒觉——我们就不用为此而感到惊讶了。

马卡姆先生没有告诉我们“冲锋”的精确定义，他甚至没有指出冲锋应采取的步法。虽然他特别引用了“跑步”（gallop）作为枪骑兵进攻时的正确步法，但枪骑兵部队因耗费颇高而失去了欧洲的青睐，在英军中也完全不存在。看上去，这一时期正统的训练学校中“快步”（trot）才是习惯的进攻步法，这为最近几篇研究克伦威尔骑兵的专题论文提供了支持。这些论文认为，那个时期的冲锋只是双方在接近火枪射程时开始的一系列单打独斗，压倒性的数量才是决定因素，现代意义的“骑兵冲击”则从未发生过。

但相反的论据对我来说更有说服力一些，鲍多克上校的作品
[16]

 描述了埃吉山之战——内战中的第一场会战的进程：



翻身上马后，鲁珀特亲王赶到军前，下达确定的指令，马匹在行进中尽量靠拢，士兵手持利刃，在突破敌军阵型前，受到敌军射击时不得用卡宾枪或手枪还击，在情势需要时及时遵守命令使用火器。





此处
 叙述了实际的冲锋，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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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皇党骑兵在埃吉山战役中的进攻






[image: ]

◎　埃吉山之战






然后，鲁珀特发起了冲锋。依据惯例，他的第一线骑兵远强于第二线——如果他有第二线的话。不仅如此，他似乎也没有试图保存任何预备队，而是全军一起疾驰，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便撞上了拉姆齐
[17]

 的骑兵队
[18]

 。




这可以证明，骑兵领袖是有意进行全速冲锋的。正如克伦威尔在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的行动报告展示的那样，如果冲锋不能一直如愿，也能以士卒训练不精的理由和许多将来已明了的事实来解释。这一事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类型的部队中都存在用全速冲锋进行打击的绝对定理。法国胸甲骑兵是例外，他们一直到拿破仑时代都坚持缓步步法和紧密阵型。敌对两支骑兵在冲锋到面对面时忽然停住，并用卡宾枪和手枪开始攻击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时期的马匹有多么耐久。以下主要从赫尼希作品中整理出来的数据表明，这种持久度有多少是由当时的自然状态决定，又有多少是由于稳定的军事管理而逐渐形成的。

早在1642年1月，国会就首次批准了克伦威尔组建骑兵队的请求。克伦威尔返回自己的郡后，在米尔登霍尔（Mildenhall）举办了一场会议（1月31日），决定招募志愿者入伍，但他们需自备马匹。三十到四十名志愿者马上加入了骑兵队。克伦威尔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武装这些人，他精力旺盛，在2月7日得到了三百英镑的支援，并带着他那一小撮核心队伍洗劫了附近不支持建军者的房屋，其中包括他的叔叔。他剥夺了他们的装备，没收贵重物品，这些东西迅速被用到志愿者队伍。

9月，克伦威尔接到了第一份任命状：第六十七龙骑兵中队队长。当时，一支骑兵中队的固定编制为队长一名、上尉一名、骑兵少尉一名、军需官一名及骑兵六十名。他的力量虽增长缓慢，却调遣了许多新兵给其他指挥官。

1643年1月底，他被授予陆军上校衔，但直到3月11日离开剑桥前去洛斯托夫特（Lowestoft）洗劫时，他手里也只有五个骑兵排。

14日，经过激烈抵抗后，洛斯托夫特陷落——克伦威尔的士兵是徒步作战的。次日，他开始启程返回剑桥，并于20日抵达。九天行进二百五十英里，平均速度十分可观。如果我们将其与二十年前的标准相比较，从奥尔德肖特（Aldershot）到布赖顿（Brighton）三天走了六十二英里，平均速度还要慢百分之十二，但这已经被看成是我们最好的重骑兵团之一的优异表现了。

这一成功为克伦威尔带来了大量募兵。到4月14日，已经有十四个骑兵排处于他的指挥下，并得到了持续的训练。

5月15日，克伦威尔首次遭遇保王党骑兵，他对战斗的报告是追溯当时战术的最佳证据：



先生，上帝在今夜已经赐予了我们伟大的胜利。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们有二十一个骑兵排以及三四个龙骑兵连。



我们列阵时已是深夜，他们在离城镇不到两英里的地方与我们决战。接到警报后，我们立马开始排兵布阵，其中包括十二个骑兵排，他们中一些人是如此寒酸和落魄，几乎看不到比他们更差的部队，恐怕只有上帝亲临才能化腐朽为奇迹。我们占据了一个略高的地形以进行火枪射击，并派龙骑兵从两翼向他们开火。过了半个小时，他们还不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商议后决定主动冲锋。在前进时，我们两边都遭受了许多射击，于是开始缓步行进（冲锋）。他们坚定地面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则猛烈地冲向他们。天佑我军，他们立马被击败，并开始逃跑，我们则追杀了两三英里。




“他们还不向我们进攻”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英国是如何缺乏骑兵军事传统；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立足点来判断鲁珀特的行为和他性格中潜在的决断力——因为在之后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听到过两边有“冲锋中途停下”这种事。

“我们商议后决定主动冲锋”这句话也同样意味非常，它表明这时最高指挥官和令行禁止的概念还没有扎根。

另外，我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缓步冲锋的习惯毫无疑问地表明军队缺乏与敌人近距离接触的想法，或者说指挥官根本就没能成功认识到全速冲锋所带来的“震撼”的价值。

就算是现在，稳健的缓步冲锋也被认为是特定情况下可考虑的战术。因为由骑兵膝并膝站在一起而组成的缓慢移动的墙，或许会造成比散兵游勇全速冲击更可怕的效果。缓步冲锋在内战时期及之后许多年都作为惯例的事实，证明当时骑兵的骑术还没有优秀到能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保持阵型的程度。此外，当时的马远不如现在的马高大敏捷。

这个报告与那个时代的其他证据给我的印象是：克伦威尔从未试图全速冲锋，经过长时间的厉兵秣马后，他才意识到可以信赖其骑兵保持阵型。与此同时，鲁珀特则较为莽撞，他以松散的阵型——骑兵训练不足的必然结果——进行全速冲锋，在纪律井然的铁骑军面前，这简直是班门弄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接下来几周，丢给骑兵的工作就不是反复训练了，他们被拆散成分遣队，加入小规模的战斗，由于下马劫掠设防的乡间房屋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系统性的长途行军训练也是不现实的。不过，受命解救盖恩斯伯勒时，他们看上去状态良好。

26日，解救盖恩斯伯勒的命令从北方大路（Great North Road）上的斯坦福德（Stamford）传给克伦威尔。把步兵留在后方后，克伦威尔立马赶到二十五英里外的格兰瑟姆（Grantham）。次日，他又行进二十九英里，抵达北斯卡利（North Scarle），并于28日凌晨2点启程前往盖恩斯伯勒。此地离大路十英里远，距离卡文迪什
[19]

 统率的敌军前卫占据的小镇有一又二分之一英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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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伦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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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卡文迪什




接下来的记载，我是逐字逐句引用的鲍多克上校作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让克伦威尔自己来叙述战斗过程：



梅尔德伦
[20]

 是在场的高级军官，通常来说应由他来发号施令，但克伦威尔才是那天真正的主宰之人，所有作家也将胜利归功于他。现存有三份由他签署的关于此役的报告：一份是他给坐落于剑桥的联合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的信件
[21]

 ；另一份是给约翰爵士（Sir John）的
[22]

 ；第三份是他和另外两个人签署的联合报告
[23]

 ，寄给议长伦索尔
[24]

 。三份文件内容相近，第一份最短，内容如下：



“上帝啊，您的仆从与士兵献上了这场胜利，让您欢喜。周三拿下伯利庄园（Burleigh House）后，我行军前往了格兰瑟姆。在那里，我遇到了三百名骑兵和诺丁汉（Nottingham）的龙骑兵。协商一致后，我们一起到北塞尔（North Searle）
[25]

 与林肯郡部队会合，北塞尔距盖恩斯伯勒约十英里远。周四夜晚，我们等到凌晨2点才发动全军前往盖恩斯伯勒
[26]

 。



“在离小镇一又二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我们遭遇了一支由一百名骑兵组成的敌军决死队
[27]

 。我们的龙骑兵用力将他们击退，但他们稳坐马背，败而不乱地退回自己的队伍。我们前进，到达一陡峭山丘的脚底下。山丘奇险难爬，我们的士兵只能依小路前进
[28]

 。敌军大队试图阻挠，但我们最终胜利，成功登顶。这是由领队的林肯郡部队完成的。



“当我们全部抵达山顶，进入火枪的射程时，我看见大量的敌军骑兵面对着我们，他们后面还有一个良好的骑兵预备团。我们尽全力让部队维持秩序井然的状态。敌军则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向我们前进，但因我军的秩序问题，抢先向他们的大部队发起了进攻。我指挥的是右翼，骑兵对阵骑兵的厮杀。我们以长剑和手枪抵抗了好一段时间，保持紧密的阵型，不被敌人突破。最后，他们有了略微的动摇，我军捕捉到了这一良机，向敌军进攻，迅速击败了其主力。他们从预备队的两边逃跑，而我军追奔逐北，赶了五六英里远。



“我发现敌人牢不可破的预备队阻挠了惠利少校
[29]

 进行追击，于是带领自己的部队和团中其他士兵分成三路，向他们进攻。领导敌军预备队的是卡文迪什将军，他的一支队伍和我对阵，另一支则面临四支林肯郡队伍
[30]

 ，这是我们当时在场的全部兵力，其他都投入了追击行动。最后，卡文迪什将军向林肯郡部队发起了冲锋，并击败了他们。但我同时用三支部队迂回到他后背，他吓得惊慌失措，不得不放弃追击，并被我擒拿。我将敌军赶下山丘，并大开杀戒。在山脚下，我把将军和他的一些士兵赶到了一个沼泽地。在那里，我的中尉用剑刺穿了他的肋骨，将其处刑。敌军的其他部队更是一败涂地，全部逃之夭夭。



“敌军彻底失败后，我们解放了城镇，并得到大量火药和补给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城镇的另一边有六支骑兵队和三百名步兵，离我们大概一英里远。我从威洛比勋爵
[31]

 那里要来四百名步兵，用这些人再加上我们的骑兵，朝敌人行军。当我们抵达敌军骑兵先前驻足之地时，他们中的两三支部队已经退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于是我们返回去追踪这些部队。我军重登山顶，看到山脚下离我们大概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个步兵团。之后又看到另一个，紧随其后的纽卡斯尔侯爵（Marquise of Newcastle）
[32]

 团也到来了，其中包括五十面步兵旗帜和大量骑兵，这些都的确是纽卡斯尔的部队。他们来得出其不意，我们得重新商议应敌之法。威洛比勋爵和我当时都在城镇，同意召回我们的步兵。我出发去带他们回来，但在回程前，步兵已经开始交战，敌军带着他们的所有部队向我们冲来。我们的步兵慌乱撤退，历经损失后抵达城镇，并留在那里。骑兵回来时也遭遇了不少麻烦，长时间的作战使他们人困马乏，却还要面对敌人的生力军。几经迂回后他们终于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脱离险境，但敌军大部此时已衔尾咬在我军背后。”
[33]





在面对数量众多的敌军时，关于骑兵撤退的情形，另一份报告说得更加清楚。如下：



“克伦威尔上校被派去指挥步兵和骑兵撤退。当他抵达军中时，敌人正向山丘进发。步兵队形散乱地撤入城镇，到城镇的路途约有四分之一英里，沿路敌人砍杀了一些士兵。骑兵撤退的阵型也不齐整。走了大概半英里，视野尽头有一条道路，克伦威尔上校、惠利少校和艾斯库（Ayscoghe）上尉在这里指挥若定，部署了一支部队。依靠这支部队，我们止住了敌人的追击，并以克伦威尔上校的四支部队和四支林肯郡部队与其对抗，但敌军部队源源不断。不过幸在天佑我军，赋予勇气和力量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惠利少校和艾斯库上尉，其中一位带领四支部队与敌人对抗；另一位以上帝之名，在荣誉心的激励下，用劣势部队向如影随形的敌军发动了八九次反攻。虽然他们的马匹已极度疲乏，却在敌人卡宾枪的射击范围内有序撤退。敌人紧跟在后，向他们射击。克伦威尔上校集结了主力，在这两支小部队后对阵敌军，敌人虽衔尾追杀，我们依然救出了骑兵，损失不过两人。”



这两份报告，除去原文没有断句及令人困惑的句式外，总体将会战的来龙去脉阐释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情景比这更能显示出克伦威尔作为骑兵将领的天才之处了。带领因崎岖地形而秩序散乱的骑兵进攻好整以暇的敌军，本就是一个极难的问题。在部队精疲力竭后，还要在面对敌人生力军的情况下让他们全身而退，则更加困难了。但在数小时之内，克伦威尔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考虑到当时部队训练的落后程度，他的骑兵队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我们在第二章引用的旧军事著作中，里面所谈及的所有美妙和复杂的战术演变，没有一处是关于将纵队变成横队的例子。但我们发现当克伦威尔的骑兵分散爬上科尼沃伦山的峭壁，组成阵型并出其不意地冲击保王党时，距敌人只有两百码之外。在这种地形上战败即意味着毁灭，如果分散的骑兵队被赶到遍布兔子洞的山顶上，他们将永远无法集结起来。进攻骑兵的蛮勇和技巧都是值得称赞的。同样值得称赞的是发生在下午的指挥撤退——骑兵队稳定的轮序撤退方式让他们总是能在敌军面前全身而走，却不会留下任何破绽。和骑士党（Cavaliers）相比，圆颅党（Roundhead）
[34]

 的部队在调动方面展现了巨大的优越性，这是更加慎重的训练和精准的军纪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保王党能在溜出其掌心的克伦威尔军前成功布阵的话，他们定能击败已经因为激烈战斗和长途撤退而人马疲惫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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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圆颅党正在审查骑士党之子




作为一支投入实战尚未一年的部队，在这场耐力战的表现可圈可点。两场战斗所覆盖的距离不大可能小于二十英里，而那一天可能总共行进了三十英里，再加上部队之前的行军——以近日的标准他们用的是十四到十四又五分之一掌长
[35]

 的短腿马，马匹负重不小于十八英石，甚至更多。综合这些因素考虑，这支军队的表现值得赞誉。比缪拉
[36]

 在耶拿会战
[37]

 后对普鲁士军队的追击更加出彩，其平均行军速度每日只有二十一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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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珀特亲王，英国内战中保王党的骑兵指挥官




上文提到过的洛斯托夫特远征也很精彩，克伦威尔在九天的时间里，每日平均行进了二十八英里。

但与爱尔兰、苏格兰战役中分遣队的表现相比，这些就显得不那么惊艳了。

在上文的摘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鲍多克上校提及他在旧的军事条令书籍里无法找到任何关于将纵队变成横队或反过来变阵的指导意见。他在开篇章节关于训练和战术所给出的权威性著作有：沃德（Robert Ward）的《战争评论或军人杂志》（Animadversions of Warre or a Militarie Magazine），出版于1639年；奥雷里（Roger Boyle，1st Earl of Orrery）的《战争艺术》（Art of War），无出版日期；特纳爵士（Sir J.Turner）的《军事指导》（Pallas Armata），出版于1671年；埃尔顿（Richard Elton）的《军事艺术大全》（Compleat Body of the Art Military），出版于1663年。这些著作中，后两者显然不是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写的。骑兵中队（squadron）或者说部队（troops）等用词是模糊不清的。一个骑兵队通常有八列，每列间有一马身长的距离——在当时即是膝盖与膝盖相隔六英尺。每列中间的距离有七英尺。这样的纵队可以通过把偶数排移动到奇数排左边的方式组成我们理解的三排“横队”；也可以通过向中部靠拢的方式组成一个六列纵队，向左或向右转组成一个行军纵队。如果是要以团的规模组成横队，每支部队则简单地遵循其长官的指示，以最短直线进入新的位置，后日烦琐的直角布阵（right-angled deployments）是步兵操演的退化。老实说，如果有些常识的话，就能看出他们达到德国人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变迁后所达成的水平了。整个部队的效率都取决于骑兵指挥官能带领士兵用最简单的计划和最短的路线抵达正确的位置。

想对这个年代的“骑术”做出任何结论都是十分困难的。鲍多克上校提到了纽卡斯尔的作品；但他的书最早是1673年在欧洲大陆创作的，而且其中完全没有提及新募兵员的骑术和参军后接受的教导。假设詹姆斯·菲利斯
[38]

 先生关于骑术的大师之作
[39]

 ——以法语写成并于1890年在巴黎出版——是19世纪仅存的马术著作的话，它将会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关于1870年英军义勇骑兵队（British Yeomanry）
[40]

 的错误印象。纽卡斯尔的作品自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误导我们。

在我的印象中，骑术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专门的系统和学校上，而是出自每日经验。当时人们得在马背上生活，而不是为了休闲而骑马。那时乡间地形也是粗糙的，几乎没有路。我在上文已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决定再深入一下，因为日常实践对骑兵训练造成的巨大影响在这个国家已被完全忽视。如果你去任意一个新生国家或区域，如澳大利亚、开普省或美洲，都会发现那些在马背上生活的人都使用同样的马鞍，并且马儿同样要“无条件服从”。这种马鞍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好的越野骑手所用的马鞍，也是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可能还包括俄国军方使用的。虽然我对此了解甚少，但他们获得对马匹“无条件控制权”的手段通常是粗野的，并且对马匹有害——没有哪支军队能承担起这个代价。我们必须找到能达成同样效果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用更温和与损耗更少的手段，使战马能够急停、旋转和转向，并穿越各种崎岖的地形。除非通过精确的研究和反复练习，否则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现代英国缺乏这种机遇来改变现状。同理，文明国家中有一半新兵在参军前完全没有骑过马，他们得接受教育，并且是最简短、易懂和经济的教育。

一个人不清楚骑术原理，也可能无师自通成为顶级骑手，但如果不能清楚、准确地将原理描述出来，是不可能传授知识的，这一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常年耐心学习和反复实验后得来的。

培育猎人和训练赛马
[41]

 的手段有其可取之处，但这些绝不是骑兵训练的最终目的，指挥官不应该仅着眼于此。考虑到现代英国的情况，这些训练手法通常对他的工作有害。

让我们以一个处于平均年龄的年轻骑兵军官为例。假设他想在冬季一周狩猎四天，夏季都打马球，但无力负担马匹的全年供养。这样他在秋季就需要选择三匹素质相差不远的马，训练它们进行常规跳跃，保证它们在冬季狩猎时能派上用场。他对它们的全部要求只是遵循命令进行跳跃，能在普通的英国乡间道路上高速冲刺，对马匹的服从能力要求低，控制力小。许多人不了解马儿冲刺时是哪只马蹄先行，也不知道如何变换步伐，依然能骑马狩猎，但说到“收缩”和保养马匹，大部分人就知之甚少了。

一个人从多年的狩猎经验中获得的骑术知识多少，看大街小巷上关于狩猎的人气读物就清楚了，就连怀特·梅尔维尔
[42]

 也提倡用勒马绳（curb reins）穿过马颌缰（martingale）。马球场也不比狩猎的效果好多少，有好几个所谓的优秀骑手都郑重地告诉过我，马嚼子上不穿铁链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是说在火车上使用刹车却不把活塞杆和控制杆串联起来，或者像是拆下舵链而掌舵战列舰一样。

冬季狩猎结束后，军官就卖了马匹并购入比赛用的矮种马（ponies）。如果他能耐心等待以便卖个好价钱的话，之后马匹的事情就该买家操心了。他自己买的矮种马也是同样的道理。

与此同时，分配给他的军马他却从没有骑过。年复一年，他从来没有骑过一匹久经训练的马，也没有学习过相关的知识，这样他如何能够判断队伍里的马匹是否训练得当，又如何评价别人的骑术？

难以想象有比这种习俗更伤害马匹的东西了。大多数狩猎用的马基本上十二岁就无法使用了，但这个年龄的马在骑兵部队中却正值巅峰时期。如果年轻的骑兵军官有幸读到这几句话，他们能否意识到有必要精心照看军马以保证部队的效能？

我很清楚，这种情况并不是年轻军官造成的，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其他人，这个我之后会提及。此时我想强调的是，今日英国遭遇的情况，与克伦威尔时代或新涌现的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以前流行的马匹管理方式，今日已十分不适用。




[1]
 译注：即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年），曾在英国内战中担任保王党的骑兵指挥官。


[2]
 译注：信仰新教的英雄指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是思想激进的新教徒，麾下士兵也多信仰新教。


[3]
 译注：从宗教派系来看，三十年战争分为瑞典领导的新教同盟阵营和哈布斯堡领导的天主教同盟阵营。英国内战中国会一派募集新军，且多为新教徒，较易受瑞典的影响。


[4]
 译注：菲利普·斯基庞（Philip Skippon，约1600—1660年），英国军人，参加过英国内战，曾任新模范军少将。


[5]
 开始写作此书后，鲍多克（T. S. Baldock）上校所著的《作为士兵的克伦威尔》（Cromwell as a Solider）已出版，极大地填补了此领域（对克伦威尔的研究）的空白，我特意向读者推荐。福蒂斯丘（John William Fortescue）的《英国军队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也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关于内战和共和国的历史作品自然也是值得参考的典范之作。不过，这些书的军事价值较小。就如大部分人一样，加德纳几乎无法明白在面对敌人时组建一支军队的无限困难，而且也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来理解新模范军达成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一原因，我更加偏好赫尼希（Fritz August Hoenig）的作品。这不仅是一个外国人的客观观察，而且赫尼希对骑兵工作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也具备军事训练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其他任何研究过这一主题的作者都要强。他的作品在许多细节方面或许不准确，但他在德国军校受过的严整训练，使他能够站在哲学的高远角度来观察战争问题。总而言之，他对克伦威尔与其将道的阐述，就如同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对纳尔逊与我们的海军将帅的阐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理：战争是一项连贯的政策，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


[6]
 译注：指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年）。


[7]
 译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1721—1773年），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手下著名的骑兵将领。


[8]
 译注：卡尔·冯·施密特（Karl von Schmidt，1817—1875年），普鲁士骑兵将领，在普法战争后主导普鲁士骑兵的改革。


[9]
 我这里特别参考了克雷夫特·冯·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Kraft von Hohenlohe-Ingelfingen）亲王的《关于骑兵的对话》（Conversations on Cavalry），而不是他更出名的《骑兵文件集》（Letters on Cavalry）。后者的研究若没有前者的补充纠正，会极具误导性。《关于骑兵的对话》已由美国骑兵上尉赖希曼（C.Reichmann）译出并于五年前在英国出版。


[10]
 译注：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1594—1643年），英国革命时期议会派领袖，五议员之一，克伦威尔的表兄。


[11]
 译注：少数几个英国王室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直接征收的税种。1634年，查理一世在和平时期试图征收船税引发了国会的激烈抗议，并间接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


[12]
 写此书时正值亚美尼亚危机，即1897—1898年。


[13]
 译注：这里的意思是，英军骑兵作为一支小而精的部队时十分优秀，但若因军备竞赛扩充为大军，则士兵的素质很难保证。


[14]
 译注：英国计量单位，一英石合六千克或十四英磅。


[15]
 译注：引用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16]
 《作为士兵的克伦威尔》，第45页。


[17]
 译注：詹姆斯·拉姆齐（James Ramsay，1589—1638年），在埃吉山之战中指挥议会军骑兵左翼，他的部队在第一次冲锋时逃跑。


[18]
 这段记载来自《国王的小册子》（King's pamphlets），E126（13）和（38）。


[19]
 译注：查尔斯·卡文迪什（Charles Cavendish，1620—1643年），保皇党将军，死于盖恩斯伯勒之役。


[20]
 译注：约翰·梅尔德伦（John Meldrum，？—1645年），圆颅党支持者，反对查理一世。


[21]
 《卡莱尔全集》，卷一，133页（信件中一个介绍性的段落在这里被省略了）。


[22]
 同上，卷五，190页。卡莱尔猜测此处被擦去的家族名应该是乌拉耶（Wraye）。


[23]
 同上，卷一，136页。


[24]
 译注：威廉·伦索尔（William Lenthall，1591—1662年），英国内战时期下议院议长。在五议员事件中拒绝向国王透露议员们的下落。


[25]
 今北斯卡利。


[26]
 根据给约翰爵士的信件，马上力量有十九到二十支骑兵队，三到四支龙骑兵部队。


[27]
 译注：“Forlorn Hope”，来自荷兰语，意为“绝境中的希望”。在军事行动中多为前锋，进攻设防的堡垒，阵亡率极高。


[28]
 根据联合报告，山丘的名字是科尼沃伦（译注：“Coney Warren”，“野兔窟”之意。）。


[29]
 译注：爱德华·惠利（Edward Whalley，约1607—约1675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将领，查理一世的死刑令签署者之一。


[30]
 根据给约翰爵士的信件，这些林肯郡部队到这时仍然坚韧不拔。


[31]
 译注：即弗朗西斯·威洛比（Francis Willoughby，约1605—1666年），早期支持议会，后成为保皇党。


[32]
 译注：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1592—1676年），英国博学家、保皇党，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晋封纽卡斯尔公爵。


[33]
 信件的其余部分都在催促委员会派出两千名步兵的援军来解救城镇。


[34]
 译注：圆颅党是英国内战中国会的一个清教徒派别。他们反对查理一世，支持君主立宪制，因其成员多把头发剃短，故被称为圆颅党。骑士党这一称谓最早则是圆颅党用来形容那些支持查理一世和二世的富裕保王党的。


[35]
 译注：掌是一种长度计量单位，约四英寸，折合为一百零二毫米。十四又五分之一掌指的是十四掌加五分之四英寸，约一千四百四十三毫米。


[36]
 译注：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二十六位元帅之一，曾为那不勒斯国王，是拿破仑旗下杰出的骑兵指挥官。


[37]
 译注：第四次反法联盟的主要会战之一。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法军击败，法军战后展开了著名的大追击，攻陷了普鲁士许多重要堡垒。


[38]
 译注：詹姆斯·菲利斯（James Fillis，1834—1913年），法国骑术大师。普法战争期间曾为法军训练马匹。


[39]
 由皇家兽医医学院院士（F. R. C. V. S.）海斯（M. H. Hayes）上尉翻译成优秀的英文文本《训马术与骑马术》（Breaking and Riding），赫斯特和布莱克特（Hurst & Blackett）出版。


[40]
 译注：“Yeomanry”是对英军预备役中许多下属单位的统称，其前身就是义勇骑兵队。18世纪末期，法兰西共和国侵略英国的风险日益增加，英国开始从本土的自由农里征召志愿军，“Yeomanry”的词根“Yeoman”，即自由农之意。


[41]
 译注：“polo-ponies”，这里指马球比赛中用的马。


[42]
 译注：怀特·梅尔维尔（Whyte Melville，1821—1878年），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喜爱户外运动，尤其是打猎。






第三章


克伦威尔的用兵

在前一章，我着重说明了克伦威尔骑兵的训练与装备。现在，我要指出这些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是如何被调度的。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历史总以离奇的方式自相矛盾。久经战阵的士兵从不谈及技术上的要点，他们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他们这些在战场上待了数年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现在只花了几周时间演习的士兵却不是这样。平民记者通常无法理解军队使用的术语的准确含义，所以只会加深已有的误会。

战争开始时，我们被明确告知龙骑兵只是骑马步兵的翻版，他们只会徒步战斗，骑马只是为了移动，而不是战术上的考虑。但仅在战争的第二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已像轻骑兵一样冲锋，和一个世纪后普鲁士塞德利茨的所为一模一样。

现如今我们找不到一个细心的尉官能在日志里记录缓步、慢跑和快跑的步速，也找不到在训练场上演练和将军视察时，应采用怎样的步骤来使部队配合一致。将军对此有什么评价，尉官对此又有什么思考？

因为缺乏材料，我们只能向前回溯那些已成历史的军事传统，并与我们的今日标准比较一番。

其中最典型的会战应该是发生于1644年7月2日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之役。

这场会战缘于鲁珀特亲王试图解约克（York）之围。亲王一直到6月20日都待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在那里他接到了要他紧急解救受困中的城市的通知。他立刻穿越群山到达约克郡，通过斯基普顿（Skipton）的道路和博尔顿桥（Bolton Bridge）抵达沃夫河（the Whar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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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拿战役中夺取普鲁士旗帜的法国龙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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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顿荒原战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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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攻约克




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清教徒早已得悉这一行动，他们撤除了围城作业，不紧不慢地移走了在波普尔顿（Poppleton）建好的舟桥。他们离开马斯顿荒原，在大概离城市两英里远的地方，占据了一个朝西的阵地，静待亲王到来。

亲王的侦察兵早已得知这一部署，他马上就调整了前进路线，在纳尔斯伯勒（Knaresborough）渡过了尼德河（the Nidd）及北部的斯韦尔河（the Swale）和尤尔河（the Ure）。亲王沿着乌斯河东岸顺流而下，通过围城者留下的舟桥重新跨过了乌斯河（the Ouse），在马斯顿和约克之间停了下来。通过一次颇具现代军事风格的大范围迂回行动，亲王完全骗过了对手。

这是7月1日发生的事，清教徒意识到阵地难守，下令在次日清晨撤退到塔德卡斯特（Tadcaster）。此地离马斯顿七英里远，通过大路到约克有十二英里。

然而，鲁珀特亲王已经蓄势待发。清教徒眼见无法在未经一战的情况下转移他们沉重而笨拙的辎重车，便立即下令步兵掉转方向去占领朗马斯顿（Long Marston）和托克威斯（Tockwith）之间几乎面向东北方的新阵地。

因为约克守军指挥官纽卡斯尔侯爵的无所作为，清教徒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其军队的部署。下午5点到6点之间，对垒双方都最终完成了其战线的布置——两翼骑兵，步兵居中。

在清教徒的左翼，克伦威尔指挥着全部骑兵，包括直属他的三十中队的铁骑军和大卫·莱斯利
[1]

 带领的二十三中队的苏格兰龙骑兵。大卫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老兵，与他对阵的是鲁珀特与他的保王党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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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莱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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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皇家苏格兰龙骑兵近卫团（Royal Scots Dragoon Guards）帽徽




清教徒站立在一排低矮的丘陵上，大概高出荒原五十英尺，在他们的前方有一条道路和宽阔的壕沟。沟面陡峭，对紧密阵型的骑兵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障碍。

不幸的是，近期的耕作已经完全改变了乡间的地貌，使得这些描述现已无迹可寻；不过，同时代所有报告都明显指出，往马斯顿的方向对紧密阵型的部队来说不可能通行，而往托克威斯的方向却要好走很多，也就是克伦威尔的骑兵队正对的方向。在我心中，最能佐证此事的证据是：保王党们刚好停在了三百码以外的地方，而这个距离刚好让他们能够对敌军进行冲锋，但因地理问题队形或多或少会变得散乱。因为这一区域到处都是黏重土（heavy clay）
[2]

 ，如果真有一条壕沟存在的话，沟壁几乎必然垂直，会对军队的行进造成严重的阻碍。

这一天多雨，潮湿的草地对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必然是阻碍。

晚上7点时，两边的军队都在休息——鲁珀特的骑兵下马并暂时放下了自己的戒备。

是谁先下达进攻命令并不清楚——可能是克伦威尔，因为铁骑军在一瞬间就扫荡了山脚并冲向保王党。“克伦威尔带着他的五支骑兵，沿着比尔顿·布里姆（Bilton Bream）从科尼沃伦赶了下来。”“现在，”阿什先生
[3]

 谈道，“你看见的可能是世界上最英勇的一幕，因为他们像层云一样从山丘上冲下，以编制八百、一千、一千二百和一千五百人的骑兵旅前进，每个骑兵旅都包括三个骑兵队（中队），有些是四个。”

“我们从山上下来，”克伦威尔的侦察兵团长沃森（Watson）说道，“以闻所未闻的最勇敢阵列和最伟大决心。一瞬间，我们和敌人一样跨越壕沟冲向了荒原。我们的先锋师攻击了他们的前卫。克伦威尔亲自率领的包括三百名骑兵的分队杀向了由鲁珀特亲王坐镇的，由英勇士卒组成的骑兵第一师。”



那时鲁珀特的其他骑兵中队发起了侧翼进攻，迟滞了克伦威尔的攻击。但在恢复攻势后，他们又再次被鲁珀特的近卫军所击退。然而，铁骑军的进攻越发凌厉，鲁珀特的士兵渐渐分崩离析，此时格兰迪森（Grandison）和他的骑兵出现在了壕沟上，战事因而再次陷入胶着状态……克伦威尔的脖子受了伤，把他的人给吓坏了。但据说他如此回应：“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并继续向前征战。




虽然克伦威尔一开始对自己的伤势并不在乎，但伤口里涌出的血越来越多，他开始感到恶心与疲倦。有个人带他离开战场来到了托克威斯的一个屋子。在那里，他的伤口得到包扎，出血也被止住，好像还休息了一阵子。

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他留下的刀头舔血的士兵们全神贯注地厮杀。厮杀持续了一个小时以上，此时大卫·莱斯利爵士和他的一些骑兵攻击了保王党的侧翼（不知是哪一边），鲁珀特的骑兵遭此包围，终于战败溃逃。“克伦威尔，”沃森以胜利的口吻说道，“击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鲁珀特也和败军一起逃走了。“掠夺者的亲王，之前号称所向无敌。初次领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名）铁甲军钢铁般的意志，足够让他非常害怕。”爱尔兰骑兵被歼灭了，其他部队下场也好不到哪去，幸存者则早已逃之夭夭。“他们沿着威尔斯特罗普树林（Wilstrop Woodside）边缘逃跑，奔走如飞。”莱斯利派出一个队伍干劲十足地往约克方向整整追了三英里。

同一时间，两军在右翼却打得不分伯仲。

“清教徒的骑兵向保王党左翼的骑兵发动了三次冲锋，这三次冲锋都被戈林
[4]

 、卢卡斯
[5]

 和厄里
[6]

 英勇地击退了。”在这些冲锋中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
[7]

 曾成功地聚集五支骑兵队（四百骑），突破击败了部分敌军，并往约克方向追赶他们。他独自返回后，试图统率或集结剩余的士兵，但为时已晚，这一翼的战斗已经失败。他只得潜影匿踪，最终毫发无伤地穿过敌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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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费尔法克斯




正当费尔法克斯脱离战场时，戈林和卢卡斯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发现清教徒的骑兵正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便以极大的勇气向他们冲锋，并同时大吼：“看啊！他们在向后逃跑！”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力打到清教徒前方的新兵团身上。他们自然不是国王老骑士——“千锤百炼、久负盛名的老兵们”的对手。清教徒开始畏缩、动摇，整个部队都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这一退却的大部队遇到了从荒原小路出来的步兵败卒，造成了一股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巴尔戈尼（Balgonie）
[8]

 的两个骑兵中队仍然保持坚定，其中艾尔郡枪骑兵（Ayrshire Lancers）成功穿过一个保王党步兵团，并与从追击中归来的清教徒左翼会合。另一个骑兵中队历经万难后也集结起来并跟随这一步伐，但中途他们的中校休·蒙哥马利（Hugh Montgomery）和少校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身负重伤。埃格林顿伯爵（Earl of Eglinton）
[9]

 团在阵地作战英勇，坚守了一段时间，损失惨重，伯爵的儿子也受了致命伤。在保王党的猛攻之下，他们最后不得不加入清教徒右翼的溃败潮流。在这糟糕的溃逃中，许多士兵都被同袍踩在脚下。在远处，清教徒的骑兵和步兵被一部分保王党骑兵疯狂追赶，保王党跟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无法被召回——这是一个重大失策。另一部分保王党冲过崩溃的敌军集群抵达了山顶，那里有辎重车、行李及两三门敌人的火炮。惊慌失措的车夫和护卫被杀死，有一小部分敌人逃脱了。此时，胜利者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本应该防守这一新获得的优势据点，结果却跑去抢劫马车。纵观全局，可以说是这两个错让他们输掉了这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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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顿荒原会战




接着，戈林和卢卡斯集结剩余的保王党骑兵，对清教徒中军侧翼的苏格兰步兵发起了致命的进攻。

在两个中军或他们常说的“战斗单位”（battles）
[10]

 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目前未分胜负。前卫驱逐了保王党的火枪兵，克劳福德
[11]

 的一些步兵对保王党的中军侧翼发起了进攻，苏格兰步兵随后也越过壕沟，“他们开火是如此熟练，看上去火器是制胜的决定性要素”。但他们尚未遭遇纽卡斯尔的白衫军（Whitecoats）。

就在这一区域的战斗悬而未决时，纽卡斯尔侯爵出现在了战场，由他的兄弟查尔斯·卡文迪什爵士
[12]

 、斯科特（Scott）少校、马津（Mazine）上尉及男仆伴随着。他自然要去看看心爱的白衫军现状如何。在路上，他遇到了一队乡绅志愿军（gentlemen volunteers），他们已正式选侯爵作为他们的队长，侯爵号召他们：“绅士们，你们已给予我作为队长的荣誉，现在是我为你们服务的最佳时机。不论你们追随与否，我都会全力以赴尽领导之职，将你们带上荣誉的道路。”受他言语的激励，他们以极大的勇气追随他，在不到四十码的距离内穿过了两支正在交战的步兵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规模的交火中他们毫发无伤。然后，他们击溃了一个苏格兰步兵团。侯爵用男仆的半铅制剑（half-leadensword）杀了三人——他丢失了自己的剑并决定用另一把，虽然他的许多朋友都向他提供自己的佩剑。击溃步兵团后，乡绅志愿队的攻势被一名长矛手所阻断。侯爵亲自向他冲锋了两三次，但他岿然不动，直到抵挡不住人数优势，他才被击败并逃跑。在这些冲突中，虽然侯爵的许多士兵都倒下了，侯爵却毫发无伤
[13]

 。

与此同时，清教徒中军的进展并不顺利。白衫军、少将波特（Porter）的分队以及之后蒂尔亚德（Tillyard）的士兵在猛攻他们的前锋，而戈林和卢卡斯又扰乱了他们的侧翼。清教徒勇敢地抵挡了一个多小时。通过把火枪手和长矛兵排列在一起，他们两次逼退了保王党。贝利（Baillee）和勒姆斯戴恩（Lumsdaine）注意到位于中军右侧林赛
[14]

 与梅特兰
[15]

 的士兵最为危险，便派预备队去协助他们。但保王党骑兵在第三次冲锋中施展了雷霆般的打击，苏格兰兵阵线被突破，士兵开始四散奔逃。勒姆斯戴恩、林赛伯爵和中校皮特斯科蒂（Pitscottie，梅特兰团的团长）带着一小撮部队独自坚守阵地。利文伯爵（Earl of Leven）
[16]

 完全意识到了灾难性的现状，他徒劳地从战列的一端跑到另一端，试图用言语和号角激励士兵留在战场：“就算你们从敌人面前逃跑，也不要离开你们的将军；就算你们为了自己的性命飞奔，也不要忘了我。”不过，他的努力没有起作用。利文伯爵见每个人都往塔德卡斯特和卡伍德（Cawood）方向逃跑，认为败局已定，最终被他的侍从说服，放弃战局听天由命。他做完这个决定后，就猛地骑马向韦瑟比（Wetherby）奔去，直到大概二十英里远的利兹（Leeds）都没有勒马停下。

曼彻斯特伯爵
[17]

 也逃跑了，但没有跑那么远。经过努力，他聚集了五百名逃兵返回战场并留在了那里。至于老费尔法克斯勋爵，因为战败而损失了一切，于是返回了卡伍德城堡。鉴于屋子里既没有炉火也没有蜡烛，他明智地选择上床睡觉。

但在午夜时分传来了胜利的消息。于是他起床，找到了纸、墨水和一支蜡烛。他写信给赫尔（Hull）、伦敦与其他大城镇，告知他们这一大胜利后，就又回去睡觉了。因此这三个清教徒将领在逃亡中都安然无恙
[18]

 。那天前往约克途中的阿瑟·特雷弗先生（Arthur Trevor）生动地记述下了战场上的奇妙景象，他在一封给奥蒙德侯爵（Marquess of Ormond）
[19]

 的信中写道：



我在进入战场前没能看见亲王。在那天的战火、硝烟和困惑中，我根本不知道要往何处前进。两方的逃兵数量众多，他们都气喘吁吁、沉默寡言、惊慌失措，甚至算不上人，只是身体还能移动。没有一个人能给我关于亲王位置的线索。两支军队似乎融合在了一起，骑兵和步兵都是，没有人在坚守岗位。在混乱中，我寻遍了整个乡村，遇到一群苏格兰人在大吼：“苦命啊！苦命啊！我们已经完了！”他们恸哭，哀号，好似世界末日已经降临，他们却无处可逃。不久后，我遇到了一队衣衫褴褛的士兵，只有四名骑兵和一名号兵；然后，我遇到了一个没有帽子、绶带，一丝不挂光脚的步兵军官，他喋喋不休地问我去下一个要塞的路。那个要塞虽然离战场有二三十英里远，但在几个小时内就被两方逃兵给塞满了。




“这是个悲惨的景象，”阿什先生写道，“看到数千被吓坏的人飞奔而逃。”很多人未曾一战就逃跑了，赶来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更是因为恐惧转头就走。有些骑兵往林肯方向跑，有的往赫尔，其他的则逃向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韦克菲尔德（Wakefield），还到处散播国会部队已被击溃的消息。

但这时我们必须重回战场看看。在伤势得到控制后，克伦威尔又加入了清教徒获胜的左翼，并停止了对鲁珀特骑兵的追击，反而转向保王党左翼已经占据的荒原的那一边。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兰伯特上校
[20]

 ，得悉他们所属右翼发生的灾难。他们又从曼彻斯特伯爵那里，得知中军的遭遇。克伦威尔团结了剩下的力量，在大卫·莱斯利爵士的陪同下，对战场上已占领了清教徒辎重车及行李的保王党发起了决定性打击。这两处的保王党都苦恼地发现战局开始反复。不仅如此，战场上第二回合的面貌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原先的局势被彻底改变。至于战斗，虽然激烈却不长久。“这一天的正幕终于被揭开了，”沃森说道，“甚至整个英国都在争论第二次冲锋。敌军看到我们虎虎生风地攻向他们，立马放弃了追亡逐北的想法，并反应过来需要再次战斗来捍卫他们认为已经到手的胜利。敌人从山丘上我们的行李处冲下来，这样他们就再次处于之前我军右翼受其冲锋的战场，保持着与前次攻击相同的正面，而我们也屹立于同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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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伦威尔率领的铁骑军




保王党勇敢地从山丘上冲下来后马上遇到了清教徒军队，根据阿什先生的说法：“我们勇敢非常的部队，上帝赐予他们力量……曼彻斯特伯爵三个旅的步兵就在我们右边。我们以极大的决心向他们的大本营进攻，首先是攻击他们的骑兵，然后是他们的步兵。在进攻中，我们的步兵和骑兵互相支持，敌人在远处听到冲锋的声响就开始逃跑了，甚至都没看到我们的身影，因此很难说骑兵和步兵，谁做得更好。少将大卫·莱斯利爵士看见我们获得了这场胜利，没有多做评论，只是宣称欧洲没有比我们更好的士兵了！”

克伦威尔和莱斯利在第二次战斗中带领他们一路前行，直到遇见了白衫军。白衫军已经退入围墙，并且“在一小块地上开沟挖壕，马匹尤其不容易进入”，这一小块地可能是白锡克克洛斯（White Syke Close）。白衫军颇有杀伤力的射击逼退了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和长矛兵。他们决意寸土不让。战斗的情形是令人绝望的。在这里，清教徒的骑兵的损失很大，因而获胜的时间被延后。白衫军耗尽弹药后，只得用滑膛枪的枪托作战。那些因受伤而无法起身的人则用他们的长矛重伤那些试图进攻的清教徒骑兵的坐骑。白衫军把敌人阻于门外整整一小时。“他们像一堵墙似的站着，却像草一样被收割。”弗里泽尔（Frizeall）的龙骑兵被派去迂回进攻白衫军的侧翼，终于在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大军才得以鱼贯而入。三十人成了俘虏，其他人拒绝投降，战死在坚守的岗位上。真可谓“马革裹尸英雄事”。康比（Camby）上尉——前演员，现克伦威尔麾下的骑兵——是第三或第四个进入围墙的人。他说他从未见过如此英勇的士兵，也从没有如此惋惜过自己的对手。他救下了两三名白衫军，虽然他们想要战死沙场。

白衫军失败了，几乎被消灭殆尽。克伦威尔对绿衫军（Greencoats）的一个旅发起了进攻，歼灭了其中一大部分，剩余的逃跑了。接着他对“国王老骑士”进行了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戈林丢失了他的坐骑，被包围俘虏。查尔斯·卢卡斯爵士的坐骑被杀并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保王党大军最后的残余知道惨败已是他们不可改变的命运，飞奔逃出“克伦威尔军队的缺口”。因此，“勇敢的克伦威尔拯救了这一天”。

所有还在苟延残喘的部队，不管是大是小，都被赶离战场。当时钟指向十点时，保王党士兵和令人痛恨的恶魔之子
[21]

 都从马斯顿荒原消失了
[22]

 。国会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而且是“以少胜多”，这又一次证明了“快跑的未必能赢，能战的未必得胜”
[23]

 。“我们穷追猛赶，”沃森说道，“在离约克一英里的地方将他们切断，死尸排了三英里长……月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夜晚的黑暗。”“我们本该深入追击，但树篱阻碍了滑膛枪的使用。”那晚在米克盖特门（Micklegate Bar）
[24]

 和约克城墙下产生了怎样的景象啊！啊，北方骄傲的历史之城，在你的城里城外，又发生了多么令人吃惊的战事啊！自从那可怖的七月夜晚以来，可曾还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剧目上演？从大街到城门，挤满了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人，他们发出了悲痛的哭喊。“但除了约克城的居民，没人知道这一切。”

鲁珀特在战斗中丢掉了他的帽子和坐骑，本免不了战败被擒的命运，但他却藏身在豆场，等待夜色降临。运气不错的他“得到了一匹快马”，迅速逃往约克。根据纽卡斯尔侯爵的陈述，他自己是最后一个待在战场上的人。看见己方满盘皆输，所有保王党都尽力逃跑，“之后好几个对他满怀敬爱的人都在询问他的下落”
[25]

 。晚些时候，纽卡斯尔侯爵也丢下他的马车和文书，逃去约克。纽卡斯尔由他的兄弟查尔斯·卡文迪什爵士及几名侍从陪同。伊辛勋爵金将军（Lord Eythin，General King）
[26]

 也逃跑了，但他成功组织起路上遇见的逃亡者有序撤退。如此，三名保王党指挥官当晚便在约克会合。鲁珀特急切地询问现状。当侯爵告诉他“我们已经失去一切”时，鲁珀特说道：“我的士兵已经尽力了，至于我们失败的缘由，除了恶魔对我们的敌人伸出了援手外，我想不出任何原因。”伊辛问道：“接下来怎么做？”鲁珀特答道：“我会重新聚集我的人马。”然后他转向侯爵：“至于你，纽卡斯尔勋爵，又怎样打算呢？”侯爵回道：“我会前往荷兰，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翻盘的希望了。”鲁珀特请求他补充自己的士兵，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不会再继续忍受被宫廷嘲笑了。”伊辛则说会和侯爵一起离开。亲王因而挖苦了侯爵一番，并称他在战场上几乎没起任何作用。互相攻讦后，两人开始斗殴
[27]

 ，甚至有纽卡斯尔试图刺伤鲁珀特的说法，但被拦下了，然后两方停止了攻击。战败后，侯爵在约克郁郁寡欢，无比烦恼。他失去了所有士兵，而且弹药短缺，资金告罄。他痛苦地抱怨军队的背叛行为，并说如果他被困在约克时援军能来得早一点，或者马斯顿战斗能推迟三天的话，结果就会大大不同。虽然他打算离开英格兰，但他还是努力请求鲁珀特能在陛下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他表现得像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绅士和一个忠诚的国民”，亲王答应了他的请求。

[image: ]

◎　马斯顿荒原会战地图




次日清晨，坚决刚毅的鲁珀特带着所有对防守约克来说多余的士兵，沿着城北的教士门（Monk Bar）出了城，并遇到了克拉弗林（Clavering）上校的团，后者加入他。行军经过瑟斯克（Thirsk）和里士满（Richmond）后，他们翻山越岭抵达兰开夏郡，心怀宏伟的目标，试图尽可能地弥补可怕灾难造成的后果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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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卡斯尔侯爵，英国内战中北英格兰保王党部队的指挥官




尽管前方横亘着可怕的障碍壕沟，但这场会战中克伦威尔指挥的关键点无疑是进攻的决心。若要对付鲁珀特，克伦威尔熟知的最严密的紧密阵型是不可或缺的，他也有绝对的信心能掌控其麾下骑兵部队中的每名战士。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一切筹码都押在一个决定上面，即使壕沟后面只有三百码的活动空间让他整军备战。

赫尼希认为，只有塞德利茨穿过察本（Zabern）的泥泞山谷对大俄国方阵发起攻击的行动能与这场会战媲美。

克伦威尔在这次成功的攻击后重整队伍，紧接着发起了三次独立的冲锋，每次艰苦的近战过后，克伦威尔都坚持让部队休整。当时的将领显然都擅长休整，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戈林、卢卡斯，还是厄里都在冲锋后重新集结士兵。重新集结不仅代表单个骑兵能对自己的马匹有绝对的控制，同时也代表他有完美的自律能力，能在激情洋溢中保持冷静就已经很罕见了。只有塞德利茨的骑兵够得上这样的标准。

虽说如此，直到拿破仑时代，无法重新集结部队才开始变成普遍问题，以至被列入军事条例，现在还存在于我们的《战地实践》（Field Exercises）——“军事仲裁的指导”中。《战地实践》中明确指出，别指望骑兵能在一天之内冲锋两次。但克伦威尔时代以后，骑兵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重新集结变得困难呢？

下文有关纳斯比（Naseby）会战（1645年6月14日）——第一次内战中最重要也是最出名的会战——的记录几乎完全出自弗里茨·赫尼希的著作，可以与鲍多克上校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进行细致的比较。他们使用的都是来自斯普里格
[29]

 与拉什沃思
[30]

 的原始资料，描绘了关于会战的大图景。因为鲍多克上校的书随处可见，而赫尼希对骑兵原则有更深的领会，所以我认为还是该给英国读者看看，被我们忽略的将军与骑兵指挥官（克伦威尔）在博学多才的外国评论家眼中是什么样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将军，甚至威灵顿，都未曾得到过下文中这种赞美。

在会战开始前，两军阵地达到了现代军事对隐蔽性的所有需求，他们利用地形便利掩护自己。

从东南到西北方向，有几排几乎平行的低矮山丘。军队能在山丘之间组成战列，但没有足够的空间活动。

最靠北边的山脊与南面的山脊被广阔的平原隔开，大概有一点五英里宽，实际的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此地的东部是数个野兔窟和金雀花丛，西部是垂直穿过两军正面的大量树篱和壕沟。清教徒一方靠近这边的是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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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的龙骑兵。

克伦威尔亲自勘察地形后，让自己保持在敌人的上风位置，以免被因士兵移动而扬起的尘沙困扰。值得注意的是，这点在今日也很重要。然后，他在右侧将士兵组成三线阵列，这与他通常的做法不同，因为空间限制了阵型展开——关于克伦威尔部队阵型的详细描述可参考图画。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保王党为了方便号令，使阵型严谨一致，却忽略了地形；清教徒虽没有遵守关于阵型的规定，却利用了地形的优势。

交战双方大概各有两万人，在骑兵方面，国王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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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斯比会战中两军的阵型




会战的进程如下：当国王下令前进时，费尔法克斯也立马行动，这样双方都离开掩体，进入平原。要指出的是，掩体只是用来隐藏他们的力量，不是为了“避免损失”。

当保王党步兵反击中央的清教徒步兵时，骑兵开始攻击两翼，骑兵的战斗几乎紧接着步兵的战斗发生。鲁珀特骑马突破了艾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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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兵，并一路追击他们经过了行李营地（baggage laager）及纳斯比村庄。

当克伦威尔注意到敌方步兵胜利的进军时，他下令惠利的骑兵团（战线左侧）以重叠的两条阵线，进攻位于正面的保王党骑兵。

为贯彻此命令，惠利攻击了右翼兰代尔的骑兵，突破了两条阵线，并一直向前推进到保王党步兵预备队的地方。

当惠利攻击正面的骑兵时，占据了右侧阵地的克伦威尔的三线军队忽然掉头向左转向，并展开为横队，以五个团和两个中队的实力冲击到国王骑兵的左侧，剩下的团（属罗西特）则在右侧远远跟进作为侧翼掩护。这导致保王党人迅速瓦解，但克伦威尔立马召回了追击中的士兵，并重新集结他们，而罗西特则负责以尚未投入战阵的骑兵继续追击败军。

克伦威尔重整队伍后，直接面对国王步兵的左侧，步兵持续的胜利进军立即遭到了阻碍。

为应对敌人，克伦威尔发动左翼的骑兵中队突破和冲散了敌军的中路。只有一个团除外，该团成功守住了阵地，直到遭遇一个清教徒步兵营。

该团的负隅顽抗拖延了一些时间，期间鲁珀特和他那气喘吁吁又失去控制的人马重返战场。在那里，克伦威尔用生力骑兵军组成的紧密纵队攻击鲁珀特，通过两次连续的冲锋终于击破并毁灭了他们，追了十四英里远，一直到莱斯特（Leicester）城门。

对于这些行动的评价，赫尼希认为军事历史上几乎没有比纳斯比的克伦威尔布置骑兵更好的案例。

尽管十分不愿意分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克伦威尔开始还是因地形问题，将左翼的一半部队交给别的指挥官。同样的原因，他把手上的团组成了三线队列，一个分遣团用来保护暴露的侧翼。而其他所有的骑兵指挥官——鲁珀特亲王、阿斯特利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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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艾尔顿——则全部挤在一起，无视地形，统一采用常见的两线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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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艾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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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布·阿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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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斯比会战




艾尔顿给第一线士兵指派了三个战役目标，结果一个也没完成。他的第二线士兵尚未部署完毕就被击败了，但艾尔顿依然是一个有能力的骑兵指挥官。

鲁珀特亲王在进攻中虽然成功了，却忘记了优秀骑兵部队的职责。他命令全部骑兵中队进行追击，结果紧急关头无兵可用。他那些已筋疲力乏的骑兵则被克伦威尔严整又休养过的预备队扫灭。

克伦威尔的作为不同凡响，他的第一次正面与侧翼的协调进攻就是后世的典范。当兰代尔的注意力被正面惠利骑兵队的攻击吸引时，克伦威尔则利用地形掩盖行踪，悄悄绕到他的侧翼。在五个比肩继踵的紧密骑兵团反向冲击造成的震撼下，敌军剩余的骑兵便不复存在。

克伦威尔知道胜利与失败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只派一个单独的生力团追击，剩余的则进行休整。骑兵休息后，克伦威尔让他们去进攻敌军步兵。他在一系列行动中也不忘重新集结与休整，因此鲁珀特归来时他手中依然有集结好的、精神的骑兵队，足够将其击败并追逐十四英里之远。

值得指出的是，克伦威尔战斗时头上遭了一记重击，掉了头盔，但他在头部裸露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显然，不论是热血的激斗抑或个人的危险都没能让他失去精准的判断力。

纳斯比之战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场“决定性会战”。不到三个小时，国王损失了整支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和所有辎重。两万人中有六千人或死或伤，五千人被俘，骑兵部队四分五裂。清教徒俘获一百一十二面军旗、十二门火炮以及两百辆马车，损失只有八百名死伤者。

作为一场骑兵战，纳斯比会战是与曹恩道夫会战同级别的。两场会战都有同等数量的来回冲锋，同等程度的力量投入，以及同样因不尽人意的地理条件而导致的命令执行难度。如果从会战结果看，纳斯比会战则与霍亨弗里德贝格（Hohenfriedberg）会战、罗斯巴赫会战一个级别，若谈到精彩追击的例子，则可以与耶拿会战相比。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克伦威尔那天对骑兵的指挥和布置是目前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

克伦威尔前后共四次领导骑兵队进攻敌人的步兵或骑兵，每次都抓住了战机，进攻过程也精妙绝伦。接着是十四英里的追击，保王党六千人的骑兵团只有两百人逃脱了死亡或被俘的命运。有克伦威尔作为领袖，骑兵不仅可以取得胜利，还能赢得追击。

即使克伦威尔骑兵的训练手段和操练细节不能像腓特烈大帝时代那样被当代人精准确定，我也无法证明我们现在命名的术语“骑兵持续战线的部署”（Treffen Taktikder Reiterei）是否在克伦威尔时代就已经被理解，但克伦威尔在军事行动中对大军团骑兵的指挥已经足够证明他对一百多年后的这些原则了然于胸，腓特烈大帝正是用这些原则让骑兵成为战场仲裁者的。克伦威尔将士兵训练成能在任何时候以一个整体进攻敌人的虎狼之师。他的敌人则依然让骑兵部队各自为战，认为在马背上使用火器才是正道。

虽然战争诞生之初就存在侧击和背袭的概念，但人们在克伦威尔身上第一次发现用事先演练过的简单移动进行侧击，继而正面进攻的想法。困难之处不在于概念，而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简单的移动。

克伦威尔是战术机动大师，尤其是在快速移动和单线进攻两方面。即使胜率渺茫，他也赢得了格兰瑟姆、盖恩斯伯勒、霍恩卡斯尔（Horncastle）、马斯顿荒原、艾斯利普（Islip）和纳斯比等会战的胜利。克伦威尔在纳斯比同时对正面和侧翼发起进攻，在格兰瑟姆和盖恩斯伯勒直接冲击侧翼，在马斯顿荒原那样因为地形困难而无法侧翼迂回时，则在深思熟虑后选择正面进攻。

但无论哪种战术调动，都是建立在克伦威尔心中对骑兵战争的胜利所必需条件的充分理解上。被骑手完全掌控的战马，才是骑兵领袖的真正武器。佩剑和手枪都只是附属品。了解了这点以后，他自然会在第一次进攻时就带上尽可能多的马匹以组成坚强的第一线，而不是传统的纵深纵队。从这时候开始，横队成了骑兵的专用阵型。

认识到两军交战后因为巨大的冲击，指挥官经常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后，他尤其强调了“快速集结”。无论克伦威尔战术中其他要点是如何存疑，这一点是确定的。历史上所有骑兵指挥官中，他是第一个把快速集结作为军事行动的标准的。每次冲锋后都快速集结军队并立即重新部署以对付敌人的生力军。他在马斯顿和纳斯比的行为都显示了这一基本原则。

在进攻中，应该有一支分遣队掩护侧翼，保证任何敌军都无法干扰到主力的行动。胜利后，应该由未参战的生力军负责追击。

既然现在已经清楚克伦威尔在每次遭遇战中都执行了这些军事原则，那么那个时代是否存在“横队战术”（Treffen Taktik）的讨论就无关紧要了。

但还有一点悬而未决，也就是不同横队间的相对力量差。在艾斯利普会战的优异行动展示给我们的是：第一线两个团，第二线一个团。在格兰瑟姆会战以及盖恩斯伯勒会战的第一次进攻中都只有一线横队，霍恩斯卡尔会战两线，马斯顿荒原会战尚不确定，但纳斯比会战的配置是很清楚的。如此看来，克伦威尔的军事行动似乎没有成规可言，而是在每场战斗中根据实际军情采取行动。只有骑术精良和训练良好的部队能有这样精彩的表现，因此，克伦威尔必然是用非常高的标准来教育士兵的。

关于克伦威尔军事教育的步骤，我们在他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开始，他以自鸣得意的语调谈到他对“佩剑和手枪”长时间的了解，而腓特烈大帝则称之为“近战”（Mêlée）。但当他的经验告诉他——正如腓特烈大帝在军事生涯学到的——近战本身并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后，这个词就没有再出现了。接着便是“我们从不冲锋，但却击溃了敌人”。像一堵墙般推进，士兵与士兵摩肩接踵，这是克伦威尔唯一的战斗阵型。像腓特烈一样，他不刻意强调近身接战，因为近战只能决定局部的结果，而他需要全局的胜利。

当他的军事教育进一步深化时，我们听不到任何“脱离”马匹的指令了。无论是在前进还是后退，骑兵“散开或下马”的战术都不是战场上可以利用的武器。在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里，马匹应该永远都不脱离骑手的即时掌控；只有在条件满足，集结的指令能被迅速和成功地执行时才可以。但克伦威尔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即使是英格兰土地孕育的最优秀的英才与马驹，若不训练也无法达到这些要求。在他最初的军事行动中，很明显有好几次马匹都丢下骑手自己溜走了，但第二年的战斗中就再没听说这种事发生，只有在每次突击后的快速集结中才会发生。

保王党人到最后关头总是技不如人。在纳斯比的荒野追击战中，他们陷入混乱，失去了对战马的控制，导致战败。

当战马能像克伦威尔军中的战马那样俯首听命时，关于不同横队间的相对力量差，以及关于他们应起到什么作用的讨论就被带上台面了。第一线部队需要尽可能的强大，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应付紧急情况，关于部署第二、第三线的迂腐教条就没什么用了。

以我们现有的兵员情况与马匹水准，能否“快速集结”是值得怀疑的，但这肯定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以上是对赫尼希关于我们伟大骑兵领袖鸿篇颂歌的简要概括，他写了大约二十页，虽然我已经无情地对文章进行了删减，但仍害怕非专业的读者嫌我过于啰唆。我的理由是，正如所有对过去二十年骑兵著作有所学习的人了解的那样，在所有国家中，尤其是德国，已引发了关于横队战术的激烈讨论。

有两个学派观点。一派大声叫嚷要在军事条令里写下应对所有紧急情况的详细指示，在条令掩护下，他们总是可以避免承担军事责任；另一派则拥抱责任，宣称如果一个人足够优秀，能指挥骑兵大军团的话，他就应该得到在紧急情况时可自由发挥的信任。赫尼希的著作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前一学派的嘲弄、讥讽。幸运的是，前一学派在我国并不猖狂。我认为，我们的软弱之处在于顶级的军官总是假设责任无关我们训练不精的马匹和士兵，在印度尝试的许多进攻战术设计得很好，但超过了士兵的执行能力范围。团级指挥官会归咎于战术，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缺陷。或许这是一种比较难听的说法，但事实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能让战马在冲击前的那一刻准备好的优秀骑兵团，他们完全不知道判定骑兵的标准是什么；而如果他们想成为称职的骑兵部队，就必须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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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大卫·莱斯利（David Lesley，约1600—1682年），纽瓦克勋爵。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曾为瑞典军队而战，后回归苏格兰，参加英国内战。


[2]
 译注：黏重土，包含较多的黏土或泥沙，潮湿而富有黏性，比沙土更重也更湿润。


[3]
 译注：西米恩·阿什（Simeon Ashe，？—1662年），威斯敏斯特神学会议的参与者，在英国内战中成了曼彻斯特伯爵的专职牧师，对英国国教持怀疑态度。阿什曾撰写小册子描述内战中北方战事的进程。


[4]
 译注：乔治·戈林（George Goring，1608—1657年），即戈林勋爵，保皇党成员，后流亡至西班牙。


[5]
 译注：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Lucas，1613—1648年），保皇党。被誉为国王军队中最好的骑兵将领之一。


[6]
 译注：约翰·厄里爵士（Sir John Urry，？—1650年），苏格兰职业军人。曾多次为英国议会、保皇党而战。


[7]
 译注：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1612—1671年），英国内战中的议会军统帅，为议会军赢取多场胜利，在军中声望很高，以勇敢著称，其关于防御的战略理论在历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后因不满克伦威尔独裁，愤而离职。


[8]
 译注：利文伯爵之子。


[9]
 译注：亚历山大·蒙哥马利（Alexander Montgomerie，1588—1661年），第六任埃格林顿伯爵。为英国议会指挥苏格兰骑兵军团。后支持迎回查理二世。


[10]
 译注：“Battle”在中古英语里有“营”的意思，但当时诸多军事单位并不像现今这样有着明确的编制，而只是指一个独立部队，故在此我没有翻译成“营”，避免歧义。


[11]
 译注：劳伦斯·克劳福德（Lawrence Crawford，1611—1645年），苏格兰长老会战士。


[12]
 译注：查尔斯·卡文迪什（Charles Cavendish，约1594—1654年），英国贵族、数学家、保皇党，后流亡巴黎。与第二章出现的保皇党将军查尔斯·卡文迪什并非一人。


[13]
 见纽卡斯尔的《我的人生》（life）。


[14]
 译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596—1678年），林赛伯爵。在内战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马斯顿荒原战役中为苏格兰议会而战。


[15]
 译注：约翰·梅特兰（John Maitland，？—1645年），梅特兰子爵，曾任苏格兰议会议长。


[16]
 译注：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1582—1661年），苏格兰军官，曾效力于瑞典、苏格兰军队。


[17]
 译注：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1602—1671年），第一次英国内战时期议会军的重要指挥官，克伦威尔的上司。


[18]
 “所有六位将军都逃跑了——这件事我只偷偷告诉你”，在一封1644年7月12日给（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贝利的信中如此提及。


[19]
 译注：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1610—1688年），第一任奥德蒙公爵，时任奥德蒙侯爵，爱尔兰骑兵军队统帅。


[20]
 译注：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1619—1684年），英国政治家。后参与起草1653年的《施政条例》，确立克伦威尔的护国公独裁统治体制。


[21]
 译注：恶魔之子指的是鲁珀特亲王的将领。


[22]
 《蒙克顿文件集》（Monckton Papers）有段摘录很有趣：“在黑塞荒原（Hessay Moor）一战中，我在指挥的部队前转悠时，胯下的坐骑被击毙，因为敌人离我是如此之近，我无法重新上马，只得徒步进攻并击败了休·贝瑟尔（Hugh Bethel）。他受伤坠马，我的侍从把贝瑟尔的马牵给了我。我骑上马后忽然狂风大作，烟尘四起，我看不到正在追击敌人的部队的情形。我退到了沼泽，在那里，我看到了两千名被击败的骑兵。我试图把他们重新聚集起来。这时，我望见约翰·赫里（John Hurry）爵士穿过沼泽飞奔而来。我骑马跑到他身边，并告诉他这群残兵败将里没一个人认得我或他。如果他愿意帮助我的话，或许能让这群骑兵重新振作并掌控战场。他告诉我已战败的骑兵是不会再战斗的，然后就径向约克奔去。我又返回了那个部队，但此时已经是夜晚。残兵败将的指挥官马默杜克·兰代尔（Marmaduke Langdale）爵士过来找我，我们在战场上一直待到午夜12点。约翰·马西爵士（Sir John Massey）奉亲王之令过来命我们退往约克。”


[23]
 译注：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


[24]
 译注：米克盖特门是约克四座城门之一。“Micklegate”来源于“Micklelith”，意为“大街”。


[25]
 克劳弗德伯爵（Earl of Crawfurd）给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二十先令，来询问他的好友纽卡斯尔侯爵是否还活着。


[26]
 译注：指的是詹姆斯·金（James King，1589—1652年），第一任伊辛勋爵。他是苏格兰人，曾在瑞典军中服役，在主教战争和英国内战中支持国王查理一世。


[27]
 “当鲁珀特进入约克时，他像宗教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宣誓，怀着恶毒的憎恶，希冀有一阵狂风能裹挟他与他的同僚，并将他们带入地狱。”——苏格兰人达夫


[28]
 以上的记录大部分来自一篇由A. D. H.利德曼所写的关于马斯顿荒原会战的有趣论文，在《约克郡考古期刊》的第四十三部分，可惜的是这一期刊只对其会员公布。


[29]
 译注：约书亚·斯普里格（Joshua Sprigg，1618—1684年），神学家与传教士，费尔法克斯爵士的牧师。曾撰写书籍描述费尔法克斯部队在英国内战中的作用。


[30]
 译注：约翰·拉什沃思（John Rushworth，1612—1690年），英国律师、历史学家与政治家，多次当选英国下院议员。著有研究英国内战的《拉什沃思文件集》。


[31]
 译注：约翰·奥基（John Okey，1606—1662年），英军士兵、国会成员，处决查理一世的“弑君者”之一。


[32]
 译注：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1611—1651年），议会军将军，克伦威尔的女婿。纳斯比战役中为议会军骑兵左翼指挥官。


[33]
 译注：雅各布·阿斯特利（Jacob Astley，1579—1652年），第一任阿斯特利勋爵。曾参与过三十年战争，享有较高的军事威望。在英国内战中是一名保皇党。


[34]
 我写完上述内容后，费思（C. H. Firth）先生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克伦威尔的军队》（Cromwell's Army）出版了。可惜的是，费思先生似乎没有咨询过任何一位军官，因而无从得知，为理解战争的演变历史，判断最有价值信息的要点有哪些。他引用的权威著作有大量关于战争演变的知识，但他没重视，由于缺乏专门的军事训练，他无法从“有趣的”史料中拣选出“关键的”资料。






第四章


从克伦威尔到腓特烈大帝

当英格兰在克伦威尔的推动下，把骑兵的效能提高到史上空前的程度时，欧洲大陆上的骑兵发展却是退步的。

欧陆诸国正疲于征战。他们在一种时断时续的氛围中打仗，没有令人信服的大义与领袖能让士兵们愿为之牺牲。所有军队里面的主导思想是战斗点到为止，拿到薪水就可以，并不需要以身犯险。每一次旷日持久的战役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一状态。关于这一点，学习战术演变的学生必须铭记在心，因为它提供了对以下情况唯一可能的解释：为何军队甚至国家都会陷入一个不断犯低级错误的奇妙怪圈，从而妨碍和阻滞了所有改革者的努力。同时也讲清了另一个几乎令人费解的现象：为什么久经战阵的军队总是被在和平时期训练和组织的部队所击倒。正如古斯塔夫·阿道夫对阵帝国军，克伦威尔对阵保王党（所受战争锻炼较多），腓特烈大帝在莫尔维茨（Mollwitz）对阵奥地利，法军对阵全欧洲
[1]

 及德国对阵奥地利、法国
[2]

 。以上每个例子中的败军都久经战争的洗礼。

骑兵，是一种需要部队里每个人都具备胆量与勇气的兵种。因此，当大义的激励和伟人的鼓舞消失后，其受创也最大。

虽然在一场会战的开端，骑兵或许能击破步兵并横扫战场，但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补充训练精良的骑兵要比补充训练精良的步兵花费的时间更长，因此两个兵种间的平衡很快就能建立起来。在每一次新的冲突中，骑兵都能找到越来越多有力的理由不去冲撞刺刀和长矛。一次长久战争结束时骑兵总是处于颓丧潦倒的状态。当一个强力领袖试图进行革新时，这种努力则会被厌战老兵所组成的委员会扼杀。他们以自己在过去战役中的勇武为证，认为在对付“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度有所提升的步兵时，骑手和战马也无能为力。

与此相反，步兵却在高歌猛进。骑兵冲锋变得越来越少见，将其击退也不像以往那般费力，他们也就越来越觉得没有保持防御性态势的必要了，理由是这样会影响他们的机动性和舒适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曾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拒马（chevaux de frise），现已消失不见。长矛兵相对于火枪手的数量减少，再加上燧发枪的装填速度上升，长矛也就让位给刺刀，而四列或六列的方阵则被两列横队所取代。最终刺刀和紧密阵型也会在实战中消失，士兵则被告知仅仅依赖他们在散开队形中的火力便可，虽然最后一步尚未在现今时代出现，但时间自会证明一切。

在整个17世纪，步兵战术家碰到的一大问题是：究竟是长矛在保护火枪还是火枪在保护长矛？由于不同战术家的经验不同，其答案因人而异。这些曾经不得不面对瑞典骑兵冲锋的人会坚持长矛更重要。而持另一观点的人认为，可以把长矛兵比例合理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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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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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式刺刀




有关这一话题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出产了数不胜数的图表，以表现两个兵种在方阵和纵队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组合。因此，当骑兵四处冲战的活力复苏，而燧发枪变轻并被改进后，所有人都转而支持由插入式刺刀（Plug bayonet）
[3]

 这一发明所提供的解决方法，而长矛则变成了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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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




这一事实从结论上显示了骑兵已经沉沦到何等悲惨的地步，因为插入式刺刀需要时间来安装，而装好后，射击自然是不可能的。在这段插入式刺刀时期，我找不到任何步骑对决的战斗，但从1745年高地军队败于我军一事来看，就足够说明如果战斗持续下去，步兵下场又会如何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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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伯勒公爵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在17世纪后半叶，火枪已普遍进行技术上的改进，且潜在射速翻了一倍，但实际上火力密度却总是一样的。虽然射速提升了，但阵型的纵深却减少了，再加上子弹直径的缩小，也削减了其制动能力（stopping power）。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障火力输出更加方便，因为当时已普遍引进更便利的射击阵型。

对步兵来说幸运的是，骑兵反击的机会并没有持续太久。没过几年，真正的刺刀
[5]

 就被广泛采用。结果，步兵对其抵抗骑兵的能力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自信，而后者的士气则相应陷入低迷之中。

我所收集的信息并不足以对马尔伯勒（Malborough）
[6]

 的骑兵优秀程度做出准确的看法。和敌人相比，马尔伯勒的骑兵展现出了更高的效能，这从之后留存的团部军旗上书写的许多胜利会战的名字可以看出。但这只是个侧面反映，能最终证明其训练有素的是马尔伯勒敢于在战场上使用他们，如在布伦海姆（Blenheim）会战
[7]

 中，没有一个久经战阵的将领敢让训练不足的骑兵迂回到法军左翼的沼泽坑。

另外可以确信的是，一直到七年战争开始前，没有一支欧陆的重骑兵尝试在冲锋过程中采用紧密阵型，英军骑兵也不大可能有这种成就经验。

这期间是英国和其盟友关系最亲密的日子，他们全都是军中战友。当代廉价的火车票和旅游媒介所带来的国与国间的自由交流，因而产生的小家子气嫉妒心理，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

因此，如果当时我们国家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军事成就，如以紧密阵型进行全速冲锋，外国见证者若不对其进行记录和评论，是极其不可能的。如克芬许勒
[8]

 ，大概是最著名的奥地利骑兵战士，其1726—1734年的著作对此事毫无谈及。而且他自己就是个被传统强烈束缚的人，讲究马背上的射击纪律以及下马龙骑兵的营级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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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匈帝国骑兵




真正的核心要点在于，让速度最慢的马匹以最快速度冲锋，并且是膝并膝的紧密阵型，这要比一般非专业人士所想象的难度大无限倍。

任何人都可以聚集一大堆骑士，并让他们漫无纪律地朝敌人的方向冲锋，此事并不罕见。但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即使一百码的距离也足够摧毁所有的协同。骑兵整体也因而不可避免地变回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这种状况延续下去的话，当他们真正对阵处于紧密阵型的胸甲骑兵时，这种行为——无论其是慢步还是快步——都无异于向现代铁甲舰冲锋那样以卵击石。

我们追踪历史，查阅这段时期任一典型的英国骑兵团后发现，在训练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参加战斗，令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任何使用紧密阵型的高速冲锋。

每个团在结束一段战斗返回营房后，编制上已减员到最低程度，只得胡乱补充新兵与新马，然后再次赶往前线。无论其行军有多长，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关键点上进行系统训练，也就不可能实践紧密阵型，更遑论当时的传统倾向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那时的骑士，虽然是以与现在相比更高的标准培养出来的，但评判标准却完全不同，成功的目标仅仅是在单打独斗中获得胜利。直到最后，如回转阵（caracole）
[9]

 这样的概念普及之后，人与马才开始作为一个整体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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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伦海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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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转阵型




虽然在今日马匹对骑手的无条件服从是——或者应该是——一切骑兵事务的基石。但该原则仅仅被认为是保证大军联合行动的一种手段，个人的技巧与命运则变得无关紧要，至少对欧陆的短期兵役军队（short-service armies）来说是这样。

一旦两军开始交战，差劲的营房管理带来的行军损失，再加上青饲料的匮乏和承包商的奸狡，会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因此，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要用来快速地训练新兵，让这些团在战场上能够守住阵地。

事情不止如此。因为目前更看重机动性，所以除了重骑兵的胸甲以外，盔甲已经普遍停止使用。但随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却改变了这一形势。

作为对无止境的劫掠特许的回应，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思想开始得到支持，这种思潮在未来不断升温。老实说，就好像只有骑兵有权使用他们所需分量的青饲料一样——也只有骑兵需要青饲料——他们也发自心底地认为随意劫掠是他们的权利。但除此之外，他们也和步兵一样受“仓储系统”（magazine system）的严格限制。

“仓储系统”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战争手段，与现今欧陆的所有规章都不一样，因此稍微谈谈这一系统诞生的基础是绝对必要的。

三十年战争留下的是一片废墟。战争期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罪行，令周遭的人们痛恶至极。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忘却当时开战的目的，这也是每次战争发生时逻辑上必然导致的结果。

中欧的大片耕地已成焦土，但在任何地方，幸存的公民小社区都团结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军人，无论其是为哪方效命。

“自卫，而非反抗”是他们的座右铭，而地形是其唯一可利用的武器。

每个小村庄都有自己的城墙和堡垒。这些建筑多是旧时遗迹，其巨大的面积对村庄已缩水的人口来说显得多余。因此，人们建立了安全区。当危机信号出现时，畜群先被驱散，离避难地过远的农民只能舍弃自己的财产躲入深山丛林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方式能在征服地维持自己的部队，也就是抚慰村庄内的居民并说服他们没什么好怕的。同时，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现金交易市场能让他们进行商品交易。

战争不再因宗教争端而开启，领土扩张成了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动力，希望吞并邻国肥沃土地的入侵者有最强烈的动机去抚慰被征服地的居民们。这一事实经常导致许多古怪的事情发生，同时也解释了很多离奇的背叛案例——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背叛。这一段历史充满了这种背叛行为。

必须铭记，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英国海军和陆军以外，我们现今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在当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个人的政治视野纯粹是由其房屋的海拔和周遭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如果一个人高居于黑森林（Black Forest）
[10]

 的山坡上，那么他对莱茵河流域就会有真切的感情。如果他是平原的居民，根据惯例，他与相邻教区（Parish）
[11]

 的人会互相仇视。相较于边远地区，人们对毗邻地区的憎恶更大，即使他们可能属于相近的文化圈。我们的水手和士兵背井离乡，走遍世界，因而能正确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英国人。但他们与普通社会却是分隔开来的，由于在当时《每日新闻》还不存在，所以缺乏方法将自己的感受经历传递给英国的同胞们。

张伯伦
[12]

 先生关于爱国主义的演讲，对某些听众来说内容怪异，但对有军事背景的读者来说却是正中红心。因为我们知道其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能认识到之后在战场上出现的一些因素的奇妙精到之处。

必须记住，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普通的武装力量和其为之效命的国家之间并无特殊的感情存在。

军队是君主的个人私兵，被君主以金钱雇佣而身穿制服。他们来来去去，视自己心情高兴而定。通常来说，因为没有特别的动机去安抚百姓，他们对待己方的村民往往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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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张伯伦




目前，由于这一欠考虑的情况所产生的恶果开始显现，导致战争中的军队开始竞争，看谁能更有效地安抚人民。这一细致的工作不能放心交给部队自己去做，因为他们的军需压力实在过于紧迫，而且指挥官因个人利益会受到损害，也无法做到公平正直。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式是指派外交代理人“军需官”（Kriegs Commissaire）。他们与我们在印度的官员相当，对部队的受苦受难毫不关心，没有军事首长的声誉。他们的晋升之路在于，并且依然仰仗于一条狭窄的通路——能够一毛不拔，成功维持，或创造当地居民的忠诚心。这些人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责任，到最后在战场上只能依赖于现金支付——对此他们并不负责——或者建立仓储来维持军队。因为没有现代铁路，建立仓储系统是一个难题，我们这些在印度服役过的人大多了解这点。

因为军事理论以外因素的影响，战争的本质也整个改变了。通常来说，战争意味着迫使敌人屈服于你的意志。理论上为了达成此目的，任何能摧毁抵抗力量的手段都是足够正当的。出击的力道越重，其效果也就越令人感到畏惧与无法抵挡，因而抵抗的时间也会越短，受苦的人会更少。但这点只有在整个国家为生死存亡做斗争时才成立。因此，当民族主义的因素不存在时，整个斗争的本质也随之一变。传播恐慌并在被占领区制造痛苦是统治者最不愿意考虑的事情。

仓储因而成了要点，其重要性在其余因素之上。仓储的分布可以暗示接下来的全盘战略计划
[13]

 ，当局用了最大的努力，不仅为保障其安全，同时也掩盖其准确的位置。到最后，整个边界地区都以堑壕的形式进行防御。数英里长的地方掘沟十英尺深、建立矮墙，由工程师援建各种防御设施，比如鹿砦、栅栏、路障等。在对付这些障碍物时，骑兵明显是无力的。为了攻占一个仓库，并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以统计内藏的储物，需要调动强力的武装力量，这显然得不偿失。因为仅需间谍和特工就可以确保拿到所有需要的信息，且开销要小得多，情报则更加精确。

但保卫战地工事与骑兵的想法向来不合，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其他兵种来做。如此，骑兵就被挤出前线，到后方开阔的营地轮班，在那里他们可以放心睡大觉。

不言自明，这让大部分人可以各司其职，却不利于骑兵精神的维持和成长。

为了不让他们惹是生非，必须给他们找点事情做。鉴于每日花许多时间在马背上进行周密的训练会被长期服役的老兵视作一种耻辱，华丽的阅兵反而作为一种对骑兵效能的最高考验而被接受。

如果没有光鲜的制服和亮丽的配饰，阅兵就不可以称为华丽。为了骑兵团的名誉起见，实际的掌权校官开始在军服的金花边装饰上争奇斗艳起来，并随后发明了“训练条令”（drill order）以保留检阅官的制服，而各色士兵的制服也继而出现，与训练条令相配套，如此不一而足。

现在，这些花哨的装饰物都必须随身携带，而除了马背没有其余的转运手段——就放行李而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方了。因此，全欧洲军队的骑兵军马都渐渐不可避免地变成过载的牲畜，直到最近三十年情况才开始改善
[14]

 。

最后，经历数月这样无所事事又琐碎的生活之后，骑兵“上马”（Boots and Saddles）
[15]

 被调去战场抗敌，但士兵们已“跟猪一样肥”。人马都如此肥胖，只得坚持一两天应付任务了事。这种状况也是一个旧迷信的来源：战场上的肥马要好过瘦马。但只有加上“无论肥瘦，健康的马才是最好的”这句话才能显得可信。

我无意对英勇且有时可称卓越的先辈们评头论足，但我必须向读者说明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虽然其发生过程被战争经验数倍于我们的其他人忽略。类似的原因总会造成相同的结果，如果允许我们重蹈覆辙的话，今日的大不列颠就会陷入二十年的颓败怪圈之中。

目前为止我讨论了两个影响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也就是有效的通信转运手段的缺乏，以及长期战争（chronic warfare）的周期性。这两个因素在历史中已消逝，而且不太可能重新出现。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随着民主政体的扩散，可能会重新出现。

我提到以契约合同的方式执行战争行动的系统
[16]

 。这一概念常被我们不负责任的日刊与周刊新闻评论家忽视，这种系统在早些时代已被尝试，但仍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而当时环境给予的压力远比我们现在面临的要小。

18世纪的战争主要是“内阁战争”
[17]

 。如上述理由，这些战争的起因不被平常人所关注。虽然内阁们在是否真的尽忠王室或为国效力这两点上还是可疑的，但他们在良心上，还是在其所处环境下尽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任务。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遍访当时的名将以招揽贤才。正如今日我们将建造港口、铁路与其他工程的工作交给知名的承包商一般，并从中选取要价最低的一家。

被选中的将领签订合同后，就出发寻觅共事已久并值得信赖的老部属，并转包一部分工作给他们。有时候国家会把自己的部队借给将领，正如今日的政府出租其闲置的工厂设备一般。不过这些部队是由有合同关系的连和中队培训出来的，其基本训练原则大同小异，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操作都会有人从中抽取分成。如果用人得当，那么在这些条件下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工作稳定且连续。因为好的雇员或领班知道发出士兵身体力所能及的指令是多么重要。但这也是个能够产生最可耻弊端的做法，尤其是在工作本身不稳定和令人生畏时。那时就很难判断承包者的工作效率。

战时的步军士兵手中总是掌握着一个最有力的终极解决方法——如果一个将领总是抢劫或欺诈下属，那么他就别指望自己能在与敌人的第一次交火中活下来。至于骑兵，总是在军马的草料上面能省则省，这毫无疑问是当时欧洲骑兵的通病。鉴于骑兵的草料花费总是优先考虑的事情，长途行军和紧张的战场生活不被士兵所欢迎，再加上当时欧陆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士兵逃亡现象，所以士兵的喜好在长官的考虑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无意谴责这一合同系统。但必须指出，内部人员在统一的雇佣系统下团结一心，无论其是工业还是军事上的巨型组织，在最初都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组织在发展壮大到一定地步以后，无论其所处环境如何相异，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为了组织利益起见，分段承包的程度还是削减得越少越好。在经过这一演变阶段后，才能变成最顶尖和最商业化的机构。以我们伟大的铁路公司为例，其在基本组织事务的处理方面的能力，远超一般的商业机构，几乎接近英国的军事组织，而军事又远比商业更复杂。

以上这些看上去似乎和骑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军事问题的难点在于，你不能将武装力量与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分割开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花费了无限多的精力在此一军种之上，却毫无收获的原因。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只有因时制宜，而导致的相对好坏。这一点常被当时性急的期刊作者所忽略，因而不可避免地一叶障目。

然而，这一阶段的骑兵在一件事达到了历史巅峰，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当时的团队精神与现代作家的胡言乱语相比较，就好似熊熊燃烧的明焰与沼气上的苍白野火的区别一般。团队精神适用于竞赛、使命、纪律与宗教等能激发自尊心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士兵为之流血牺牲，就好似今日的勇士就义一般。但在现代，他们只被认为是一种极端例子：是由偏执观点所产生出的恶。

骑兵刚开始还把自己的团放在第一位，到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了。虽然有时候骑兵团会为信仰甘愿牺牲，但在有些场合，又会因对军中特权的蔑视之情，而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打乱将领制订的最优计划。

这个时代的参谋军官并不是一种挂名职务——确保士兵吃饱喝足并拿到军饷是一份困难的工作。但这和另一件事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在不辱骂鞭笞的情况下，让部队集结起来面对敌人，毕竟辱骂有可能会导致公开哗变。

在上述这些前提各异、重要性稍次、数量繁多的其他条件影响下，欧洲军队大约在1740年，变成了如下文所示的状态，我将逐字引用1742年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普鲁士官方记录进行说明。这一材料由军史研究部（Abtheilung für Kriegsgeschichte）编纂，作者是一群德国总参谋部中最优秀的研究者，我们可以放心将其作为讨论分析的基础。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际，战争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停滞期，并呈现出部分倒退的状态。排兵布阵的原则，在路易十四战争期间虽有所进步，但大体还是老一套；其实战应用已经失去活力，军事领导者也缺乏动力进行革新。

谈到实际战斗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普鲁士只有1:3，奥地利及其盟友是1:4，都没有到法国1:6的程度。炮兵力量的确十分弱小，每一千人只有一门轻火炮（通常是三磅炮），加上少数重火炮，作为预备军，例如十到十五门十二至二十四磅级的重炮。

为使军队整体能保持协同作战，并将火力最大化，“横队”阵型就应运而生。

步兵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四线横队纵深的营，但普军出于实战考虑采用的是三线阵。三线阵横队被划分为分营（divisions）
[18]

 和排（sections），彼此之间毫无间隔地并肩作战，因此营就自成一个整体
[19]

 。分营和排的数量各有不同，但通常一个营由四个分营组成，每个分营又包括两个排；所以他们的排就对应我们的连
[20]

 。但分营在划分时并没有考虑到“连”的实际力量，“连”只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单位，这种情况如今在我军依然存在
[21]

 。横队是唯一的战斗阵型，纵队只是一种移动的手段。有三种纵队的形式：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以排为单位的纵队，这两者的前后间距都恰好可容纵队旋转后变为横队；至于短程的侧翼移动，则以三人或四人一组，横队向左或向右转向的方式进行（第三种横队）。值得注意的一件趣事是，普鲁士直到不久前还使用两种横队阵——三线横队用来机动，二线横队用来射击——那时他们将四线横队用作演习目的，但只用三线横队进行战斗。排纵队只从右侧开始组成，和我们现在用的指令一模一样，“从右侧开始，前进组成纵队”。向侧翼移动，连则是遵从“向右或向左变成纵队”的指令进行旋转，这个是普通阵型。虽然当时路况远比现在糟糕，但是大部分要比现在宽阔得多，在接近狭窄地形时，会通过横队变纵队的方式缩短正面，并且行军时各行间的间距会拉大为四步。至于在正面从纵队转化为横队，则是每列领头的第一人向左或右转，然后其余人依次向前组成横队。若是在侧翼组成横队，仅用普通的旋转就可以了。

士兵只有在命令下达时才会开火，且只以横队、排和分营为单位。以横队为基础的开火方式在欧洲各国很常见，普鲁士人却只以后两者为基础。但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是第一排单膝跪下，后两排准备开火。分营或排的射击先从侧翼开始，然后向中央递进。这一程序是如此的井井有条，营中一半的士兵肩上总是有已装填好子弹的火枪，而另一半要么正在装填，要么正在射击。最重要的是通过射击训练中的无数练习，来确保机械运作般的准确性与火力投射的强大性。因为这一点，在铁制推弹杆引进之后，普军的射击频率达到了一分钟五次
[22]

 ，大约是同时期其他国家的三倍。

通常来说，进攻是以横队的方式进行，为了使营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它必须以缓慢的小步走路：每步二十八德寸（约二十九英寸），一分钟七十五至八十步。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踢正步的说法，但他们的确是随着鼓声的节奏来走路的，会根据其变化来提升或降低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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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元帅萨克森伯爵




这个时代的难题在于统合射击与移动，因为只有符合这些条件，进攻才成为可能。大多数军队由于缺乏和平时期的训练，导致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根据规定，只有在穿过火炮射击范围，进入滑膛枪射击范围时才能进攻。但惨重的损失能马上让进攻者们却步，接下来，不管长官如何下令，发生的都只是互相射击的静止战斗。持续一段时间后，长官们或许能让士兵停止射击并前进开始刺刀冲锋。

当然，从不缺乏如何在最后一步成功的建议。一些将领相信可以在完全不开火的情况下直接刺刀突入，这其中最突出的是萨克森伯爵
[23]

 ，他在《我的沉思》（Rêveries）中写道：“枪炮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可怕，很少有人被正前方的炮火杀死。我曾见过四个人都没打中的齐射，我和其他人也从没见过炮火的冲击力能强到让我们无法前进，它也不能阻止我们用刺刀或开火的方式进行回击。”但总体来说，大家还是赞成尽可能延长开火时间，并严格保证控制的重要性。

奥地利人用他们的掷弹兵连掩护其步兵推进，其战斗流程和我们的旧散兵是一模一样的：暂停、开火、装弹，然后向前奔跑，同时阵型紧密的营不问方向跟在后面。如果进攻失败的话，撤退过程中指定的纵队需要暂停、接敌、开火，然后转化为横队站稳脚跟。这是在欧陆各国惯用的作战手段，如果普鲁士在这方面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在和平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训练，以及对战争本质有更真切的理解。这让他们能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提升火力发展、战斗应用还有令行禁止的纪律等方面。普军的三线横队阵型使他们能有更广阔的正面并且能正步行军（普鲁士人是第一个引进正步的），在保障移动方面的秩序和准确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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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亨弗里德贝格之战中的普鲁士掷弹兵




进攻时的火力射击也顺理成章地纳入了规定：营以横队前进，军乐演奏，战鼓齐鸣；当“开火”命令下达后，音乐立即停止，指定射击的士兵停住，准备完毕后向前跨三个大步；与此同时，其余士兵依然保持正常速度移动；第三个阶段则是正面的横队单膝下跪，后面两排准备开火；齐射完毕后，部队重回横队的位置，然后在行军中装弹。

尽管整个横队的各个部分行动缓慢，但在射击过程中保持了不间断的运作，以及由训练得到的铁一般的纪律，确保了他们即使在最激烈的交火中也能以机械般的严谨执行命令。

骑兵横队由胸甲骑兵、卡宾枪骑兵和龙骑兵组成。鉴于枪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步兵的价值，人们也希冀通过给骑兵装备卡宾枪以及紧抓枪支训练的方式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但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了，结果损害了真正的骑兵精神
[24]

 。这一点在普鲁士比奥地利更加突出。奥地利的欧根亲王
[25]

 在他的团里激励出了真正的骑兵精神，并保护它不受错误的骑兵观念的影响。

骑兵中队是所有军队中的基本战术单位，由三列横队组成，在当时的普鲁士再细分成四个“排”。横队是由纵队进行旋转变成的，和上文描述的步兵一样。在沿着道路行军时，排的开放纵队
[26]

 是常见的阵型，但在跨越乡间时他们常常以中队为单位进行移动。在不同军队中对攻击的执行有所不同。普军1727年条令写道：“所有的骑兵中队都应该手执利刃向前发起进攻，军旗飞扬、战鼓敲响，每一个指挥官以其荣耀与名誉起誓，不允许射击，而是以利刃胜利归来。”“当中队进攻时，他们要以小跑前进，但绝不能坐等敌人进攻，而是先下手为强。”但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这些条令并不总是被遵守。骑兵战的时候，他们通常不迂回，而是直冲敌阵，并在战斗前从中队的两翼派出一些散兵去开火骚扰敌人。当时的战术还没有什么迂回的余地，因为半距纵队（half-column）
[27]

 尚不存在。而且骑兵转化为横队的时候也不是像现在这样使用最短距离，这是晚些时候的发明。更进一步说，骑兵排在紧密阵型、跨越障碍等方面的训练还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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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土耳其的西帕希骑兵




在奥地利有两种攻击方式：一种用来对付土耳其人；一种用来对付基督徒。在后一案例中，骑兵以两线横队进攻，火枪在手，剑悬腰上。在接近敌人时开始快跑，还差二十步时朝敌人脸上开枪，然后骑着马全速向对方冲击。士兵们还被进一步教导要攻击敌骑的马头，因为“这招屡试不爽”。在对付土耳其人时，他们用的却是三线横队，移动缓慢且阵型紧密，是为了能有秩序地停下并齐射，“这些土耳其的完美骑手和锋利马刀在基督徒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惧。”

[image: ]

◎　欧根亲王




如果敌军被击败，一部分士兵负责追击，其余则重新集结。因为很少练习再集结，所以一次冲锋后，部队通常就失控了。“在对付步兵时他们的战术是一样的，作为铁则，用小跑或者中速跑进行冲锋是必然失败的。”这是可以预见的。土耳其人则反之，不顾一切地全速冲锋，斩杀沿途的一切。步兵对他们如此惧怕，以至于用铁链将拒马连接在一起，放在战场上，每次停下来时，都把此障碍物放在前面作保护之用。

所有的线列骑兵都接受过下马作战的训练，尤其是龙骑兵，他们像步兵营一样作战。下马骑兵也经常用来保护据点。法国人坚守这个作战传统的时间最长，而在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趋势则是下马作战的战斗方式逐渐消失。骠骑兵位于线列骑兵与非正规骑兵之间，大多数时候像“散兵”，也就是“骑马散兵”一样作战。他们的前锋在正面与敌人交火，其余的则紧跟在侧翼之后，以待随后延展与敌人的侧翼战斗。如果遭到冲击，他们就撤退到横队骑兵之后寻求掩护。非正规骑兵部分骑马，部分徒步作战，风格与骠骑兵相似，但没有预备队紧随在后，且在军令范围之外。徒步骑兵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在会战中他们主要被部署在侧翼与险峻的地形上，使他们能避免被齐射及常规步兵的紧密冲击。和普鲁士相比，奥地利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实战经验也较多，但奥地利骑兵群缺乏纪律、劫掠成风的特点，经常带来不小的麻烦，尤其是在本土作战的时候。

直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打响之际，炮兵还没有可以谈及的战术训练。炮兵的训练主要在于保养火炮、准备弹药及建造炮台方面；在普鲁士他们每年有十四天时间的有靶射击训练课程。但没有军事条令，也没有各场合必要的整合炮兵和火炮的特殊命令。三磅、四磅和六磅的轻火炮，有效射程一千五百码，成对的分配给营；而八磅、十二磅与二十四磅
[28]

 带榴弹炮的重炮则被集中在一个大的炮台里，在合适的场合拿出来使用。进攻时，在一个短时间的试射后，重火炮会把攻击范围更广的榴霰弹拿出来使用，有效射程约五百码；接着营火炮在开火前应该推进两百或三百码之内，而且是用手拖，在步兵开火之前，都置于营和营的空隙前面。在防御时，火炮则放在步兵线前方和侧翼的某个位置。如果可能的话，重火炮会聚集在能受土木工事和障碍物保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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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奥战争巴特朗根萨尔察（Bad Langensalza）战役中的普鲁士炮兵




三军的相对位置都被写在《作战序列》（Order of Battle）里面，这份文件对每一场战役和微观操作都应该有巨细无遗的解释说明。将步兵火力提升到最高程度的需要让阵型的纵深缩小，正面极限延长，这两个因素互相呼应，导致第三条横队几乎都要消失了。骑兵配置在两翼，既是为了保护步兵，也是为了确保自由活动的空间。在正式的战场布阵中没有炮兵的位置；但就如上文所言，部署火炮的命令应该视每一个特殊的场合而定。



军队又被分成两翼、中部等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个特定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行使的是专断之权。核心目的在于让整个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第一线的营以二十步的相同间隔分布，没有特殊的间隔来标记侧翼或旅的界限，这更加体现了前述的意图。各营团指挥官的职责仅有确保部队往指定的方向前进，合拢空隙，并对第一线中任何可能卷入战斗的部分进行及时的支援
[29]

 。第二线跟在第一线之后，定例是相隔三百步。这一距离是固定的，以防第二线的士兵被攻击第一线的火力所波及。




在这里恕不赘述步兵排的扎营工作与行军的不同命令，但有必要谈谈士兵在应征入伍后流行且被认为必要的各种程序，军中的一般文化，以及战事频繁地区人口稀少的事情。因为“好男不当兵”，所以开小差现象很普遍。虽然士兵的数量很重要，但将他们集结在城镇和村庄里是不可能的。培养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为了不让他染上露天宿营可能导致的疾病，帐篷也是必需的。而且，士兵的无知、可靠地图的缺乏及尚不存在的新闻报刊，想要掌握完整且可信的有关敌方动向的情报，是极端困难的。为此有必要以战场阵列的部署进行扎营，以便能随机应变，快速进入战斗。

开战时，根据惯例，进攻方的将军要和前锋一起出发，用自己的双眼观察敌军是如何布阵的，从而有效地指导己方部队的行军和阵型。在这个年代他能在足够近的距离进行观察，清楚地看到一切细节。拿现在的将领和当时的将领比较，可以说差异巨大。原因就在于武器的射程越来越远，参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此将领被迫要以别人递交给他的报告为基础制订计划。而这些报告通常由列兵呈上，他们虽然参与了初期的遭遇战，但除了部队的调动情况外也观察不到别的东西，所以很明显，让报告的细节尽量真实就十分重要。在布伦海姆会战中，欧根亲王与马尔伯勒先在两翼部署了四十个骑兵中队。对于进攻方式的讨论加上发布必要的命令，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此期间，军队接近并停留在距离敌军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接着是阵型的组成。纵队的领头先转向侧翼方向，带领纵队前进，然后变为横队。当时的调动能力普遍低劣，这个过程得花不少时间。一旦完成，前卫就退回指定的位置，除非有特殊任务委托于它。

炮兵现已被带到前线，在己方还停留在射程外时，就试图摧毁敌人的火炮。炮火持续了一个小时后，部队缓缓前进等待攻击，不时停住以纠正阵型与方向。骑兵从头到尾都保持在两翼，直到离敌人距离五百或六百码时，就开始冲锋、进攻敌人。缓慢地前行以及在敌军火炮有效攻击范围内频繁停下，对于骑兵来说都是极其难受的考验。为此，骑兵应当令行禁止、不动如山，而将领则要使这一忍耐的时间尽量缩短，并且越早抓住机会进攻越好。而不论这样的攻击——有许多例子可兹证明——是因为将领的不耐烦，还是对骑兵义务有更透彻的了解而发起，总是遭到这时期战术作家们的口诛笔伐。

骑兵的突击如果成功，那么理论上只需少数中队对残卒进行追击，其余则转攻步兵的两翼与后方。但实际上，在一场顽强的近身战结束后，胜者总是像红了眼似的对败者紧追不舍，从而远离战场，剩下的一天内都回不来。

在骑兵战还在进行的时候，步兵的前锋则已进入步枪交火地带，开始真正的战斗。

如果敌军的第一线被击败，进攻阵型会重组并采取行动攻击第二线。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敌军溃散。之后，手上的生力军将用于追击逃寇。作为惯例，骑兵不会采取追击行为，而是在取胜地重组，然后推进一小段距离。这一重组时间是如此之长，笨拙的阵列移动得又是如此之慢，使他们通常都抓不到败军的影子，只能任其自由撤退。骑兵很少被用在追击中，实际上追击行动本身就不被看好。

防守者的成败基本上取决于上文所述前期骑兵战的结果。如果进攻方的骑兵失败，那么常见情况是他们的步兵会放弃进攻。在当时，这一局部的优势就已经算是胜利了。另一方面，如果防守者的骑兵输了，会战则不见得败局已定，只是侧翼方向有潜在的危险。第一线步兵抵御敌人及其火力，第二线负责保护前者的后方，让他们不受返回战场的骑兵的威胁。如果第一线被突破，第二线离其最近的营就应该用刺刀上前对付敌人。如果抵抗失败，那么这场会战就是输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预备队，而且调动战线其他部分进行支援也是不实际的，这样会扰乱全局。如果他们成功以火力将来犯之敌击退，以当时的惯例，就应该满足既有的结果——防守反击极为少见，追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害怕因放弃精心挑选的阵地而可能带来的大量损失，或不愿为无法确定的未来而冒险改变之前小心安排好的阵型。

因此，防御也仅限于维持住已安排好的阵列，至于局部防御（sectional defence）。或者攻势防御（offensive defensive）的概念，当时几乎还没有雏形。

有时候撤退是不可避免的。第一线从第二线的空隙中退下来，第二线在第一线步兵重新选择并占领阵地，准备对其进行掩护之前，都要持续抵抗。当轮到第二线步兵撤退时，骑兵也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撤退过程相当混乱的话，他们最好马上赶到下一个可进行守御的地区，鉴于进攻方的小心谨慎，追击通常能被阻止。

总而言之，这个时代的会战大多数都是“镜像”阵型。两边都试图将另一方消耗殆尽，进行纯粹的正面攻击。拥有最大的坚忍与勇气，加上最好的纪律的那一方，最终才能获得胜利。有时候纵队变形的协调性更被看重，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想要的是“出其不意”的胜利，如在敌人通过隘路时进行截击，而不是正面会战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从而“迫使”胜利发生。

伟大的将领，如欧根亲王与马尔伯勒，对两种战术都知之甚详。但在路易十四时期一系列冗长持续的会战中，他们的战术天赋却是孤立的。随着时间推移，其余人越来越坚持必须遵守的战争惯例——这样即使兵败，也可以免于承担个人责任。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战术科学发展出了与军队的武器和特性最为匹配的形式——以紧密的横队保证火力交战的纪律——但这种形式是僵化的，显得死板而无法活用于不同的情况。对胜利条件的错误理解，让当时的战术家们误入歧途，去追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在所有的条件下都能行之有效的军事行动。同样的东西，在大师手中，就是最高形式的“艺术”，在他们的追随者手中，却变成了单纯的“经验法则”——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趋势，在同时期的战略学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除了将领的个人品质与部队的士气精神以外，实施战争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受政治、后勤、道路或后方联络线及募兵与排兵布阵的战术的限制”。



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局势导致数个联盟的产生，它们为短期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各种各样，同盟的成分也因而不同。国家一会在这一方作战，一会又加入了另一方，取决于他们认为哪方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除了国家利益外，一些其他的个人考量也应纳入计算之中。王朝利益、统治者们无意义的狂热与个人偏好，以及宫廷党争双方催生的阴谋，有时候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同盟可以轻易缔结，也可以轻易摒弃。外交也发挥了其影响力，不仅是在战前的一系列活动中，在战时也是如此。结果就是削弱了执行军事行动的动力。外交上，一国总是希望持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盟友，策反敌对国的盟友，并唯恐原先保持中立的国家以全力参加战斗。摧毁敌人并强迫其无条件投降不再是主要的目标；相反，从外交上挫败对方被认为是最高明的手法。最终结果就是，战争只在表面上执行。更深远的结果就是，几乎每一份和平条约中都埋下了下一次纷争的种子。



政治对后勤的方式也有影响。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几乎只靠征发
[30]

 来维持，征发无休无止，结果就是意味着战争所过地域的寸草不生。作为回应，在随后的时代里，对私人财产权的重视成了主流；与此同时，将部队集中行军与扎营的传统让越来越多的士兵聚在一起，令周遭的农场与村庄无力供养。因此，军队只能自己想办法来准备后勤——在行军的时候拽着补给一同前进。只有马匹的草料是就地取材的，也可以由士兵采集而来。因为骑兵的数量过于庞大，没有足够的辎重车可供使用，所以必须建立仓储与面包房（bakeries）设施，这些仓储设施必须随着军队的进度而一步步跟上。如果仓储系统失败的话，能仰仗的也就只有征发补给了。根据上述原因，征发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段时期供养部队的不规律，导致大量士兵开小差。总之，和今日的欧洲战争相比，后勤在行军的规则中起到了不成比例的作用。




道路的状况与环境，对于必须经其补给与移动的部队来说，肯定是会在记录中提及的。这与苏格兰的情况似乎十分相似，苏格兰人给出了以下名句：



如果你见过道路未建成前这些地方是什么样，你就会举起双手来赞美韦德将军
[31]

 。




驿道（post-roads）一般有十一码宽，而且大多与环绕的乡村一样，没有被壕沟或丛林隔断。让驿道保持秩序井然是土地所有者的责任。当道路状况变得过于拥挤时，他们通常只是卸下随处拿来的一车石头或者插上一些灌木枝。甚至连这些简单的工作，当时也没有监管体系去检查。只有当状况坏到极点时，行人才有权越野并尽可能地清扫路障。大型交通要道的修筑要到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着手，其进展却是飞快。当拿破仑上位时，他发现由良好公路组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的存在，使他的许多战略成为可能。当然，如果大江大河也能被用作交通线的话，事情会更加有利。因而沿着多瑙河、波河与莱茵河等河流的河谷开展军事行动，被认为极富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时过境迁后，依然被奉为圭臬，即使这种想法很多时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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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韦德




关于军队的募兵和训练对其部署的影响，必须记住这个时代的军队是完全与平民百姓分离的，他们随时准备为国王而战。普鲁士军队在这点的执行上走得过远，与其他国家相比，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
[32]

 ，并且是唯一在战时状态不依赖民兵征募的国家。



但是困难之处在于：用训练有素的士兵补充战时的损失与和平时期庞大的军队维持费用。




每一个受训的士兵实际上代表了如此多的花费，经济上的考量也就使领袖们不敢鲁莽行动，并且在战术上倾向于过度谨慎，结果就是极端重视防御战和壕沟——这一趋势在今日的英国军队中也很明显。



这些影响使军事战役的策划产生了倒退。按惯例，军事计划不是由应该去执行它们的参谋长制定，而是由外交家起草，让同盟各国的私利都能得到保护。结果就是军队被分散在整个前线上，而不是集中攻击一个决定的点。




这些外交协商常常一谈就是几个月，因而总是错过行动的最佳时机……最终各方协商好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各自的责任后，各国政府就开始起草自己的作战计划。起草计划时，参谋长可能会被咨询也可能不会，但他对此不负实际责任。当计划最终被交到参谋长手上准备付诸施行时，他们从不忘记提醒他要小心翼翼，别拿贵重的军队冒险，遇到疑难问题时要征询下属的意见。很明显这样的程序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并且战争的效能被不必要地削弱了。我们偶尔才能发现天资非凡的统领，如马尔伯勒与欧根亲王以及紧接在后的法国元帅
[33]

 。他们突破了束缚，并赢得了人们对其个性的尊重。



作为惯例，战役的目标通常是一个省份或者边境堡垒，绝不是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一旦目标确定后，接下来就是建立仓储，据此来策划行动。然后便是行军进入敌人的国土，因为路况恶劣与辎重繁多的原因，行军速度通常非常慢。一天十英里被认为是超常发挥，平均下来的结果则是四至五英里。



当进攻方已深入敌境数英里之后，通常会在之前已同意好的防御线停下来，让面包房与仓储跟进，这些东西由分遣队保护，因此当时没有系统的“兵站部队”（“etappen”，也就是保护交通线的部队）存在。行进中的部队会快速地变弱，直到最终接触到敌军。如果后者明显的被前者的军事集结给震慑到，前者才可以考虑攻击，否则只能迂回。




就算铤而走险并打赢了战斗，对敌军造成的损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缺乏追击的动力，对手通常有足够的机会恢复元气，再重返战场。此时局势对他们有利，因为进攻方可能已经转而攻击边境堡垒了。

防御体系与进攻体系也是半斤八两。作为通例，所有空闲的部队（在给第二重要的防御线部署完守军后剩余的部队）都应集中在一个中央的防御阵地里静待攻击。如果阵地被敌军迂回，那就后撤到另一个阵地。

这些阵地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已经被提前勘测过，在战时会修筑大面积的临时防御工事。但公正地说，一些有识之士已强烈反对这种防御体系，并指出了其中深藏的缺点。

综上所述，这个时代战争的主要特点是“阵地与迂回”，离“决定性会战”越远越好。以常识来说，进攻方往往无法突破这些防御工事，不仅是因为火力让直接攻击的成功性变得相当不明朗，而且也缺乏有效的炮兵力量来扫清道路。因此进攻方常常在防守方对面布阵，并“提议与对方进行会战”，这个提议常常不被接受。或者在道路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威胁其侧翼，将敌方逼出自己的防御阵地。如果两种做法都不成功，那么双方就各自开始挖壕沟，竭尽全力让敌人弹尽粮绝；或是分兵，以一部分兵力引诱敌人出兵，然后在他们被召回前发起进攻。



但总的趋势是避免战斗。摧毁敌军有生力量不是战争的目标，而是通过有力的迂回，在避免引起会战的前提下，占领一个省份或一个堡垒。




对于这些观点，有许多理由对其进行表面上的辩护：首先是节约部队的必要性。由于当时的战术原因，会战十分的血腥，并且很难对减员进行补充。更深入地说，那时的战斗比今天更依赖于运气成分。因为部队缺乏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军事教育不足，甚至还有统帅对下级将领小心眼的嫉妒。会战的成果也实在太小，迟缓的追击不仅是由战术，也是由补给的状况决定的。最终，就好像一次成功的迂回归功于将领的明智一样，一场血战的胜利则全部归功于士兵，而将领则要为士兵的牺牲被责备。




[1]
 译注：指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拿破仑时代，法国对抗反法同盟的例子。


[2]
 译注：当时德国尚未统一，指普奥、普法战争。


[3]
 译注：插入式刺刀是最早期的一种刺刀，因其需要插入火枪口使用而闻名。刺刀装好后自然也无法进行射击。


[4]
 译注：指1745年的库洛登（Culloden）会战。1745年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为了夺回英国王位而在苏格兰掀起了詹姆斯党叛乱（Jacobite Rising），这场叛乱受到了高地部落的支持。此叛乱最后被英国政府军镇压，库洛登会战是这场叛乱的最后一役。


[5]
 译注：指的是套环式刺刀。此种刺刀不用插入火枪口，因此不会阻碍射击，同时也节省了安装刺刀的时间。


[6]
 译注：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672年），英国军事家、政治家，近代欧洲最出色的将领之一。系二战英国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祖先。


[7]
 译注：又称赫希施泰特战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英国－奥地利联军大破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决定了法国的败局。


[8]
 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冯·克芬许勒（Ludwig Andreas von Khevenhüller，1683—1744年），奥地利陆军元帅，多次为军官与士兵撰写指导性的军事著作。


[9]
 译注：回转阵最先是由东亚骑兵（中国人与蒙古人）发明的战术，后来在16—18世纪为欧洲骑兵所用。其目的是为了将火器与骑兵战术结合起来。当骑兵前进攻击敌人时，第一排的骑兵转向一方，用火器射击敌人，第二排、第三排等如法炮制，然后回归队伍，重新装弹。以上步骤可不断重复。


[10]
 译注：黑森林是德国最大的森林，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


[11]
 译注：教区是基督教的一种管理区域划分，由一主教进行管辖。由于中世纪时期，主教在其教区不仅有宗教上的，还有政治上的权威，因此教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起了行政区划的作用。


[12]
 译注：指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年），英国企业家、政治家、激进的帝国主义者。


[13]
 译注：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4]
 可见查尔斯·内皮尔爵士对骠骑兵的描述及载重表。


[15]
 译注：该短句是乘马号音，命令骑兵作乘马队形的预备口令。


[16]
 译注：指雇佣兵系统。


[17]
 译注：内阁战争（cabinet wars）指的是欧洲君主专制时期的一种战争形式，通常是指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即三十年战争后）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战争。这类型的战争也被称为“王公战争”，其主要特点是：参战的皆为小型军队，军官多出身贵族，作战多使用雇佣军，战争目标有限并且同盟关系时常发生改变。


[18]
 译注：在营训练条例中，分营的实践是日后整齐划一的连（company）的基础。


[19]
 译注：每营辖四连八排，一个分营的规模与一个连一样大。


[20]
 译注：英法军队的连规模较小，相当于普奥军队的排。


[21]
 译注：行政单位与作战单位是两回事。以普军为例，普军一个营的行政单位为五个连，但在战时则要组成四个分营进行战斗。英军一个营的行政单位则有十个连，战时十个连变为十个排（当时英语军语里连与排是同义词），两个排组成一个分营，进行战斗。


[22]
 对于单兵来说，是一分钟三次射击。见《战争史别册》（Kriegsgeschichtliche Einzelschriften）No.28，一篇十分有趣的论文对此课题做了修正。


[23]
 译注：萨克森伯爵赫尔曼·莫里森（Hermann Moritz Graf von Sachsen，1696—1750年）。18世纪军事家，法国最后一位大元帅。《我的沉思》是18世纪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24]
 参考最近的《英国军事条令》——历史总是重复的。


[25]
 译注：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1663—1738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陆军元帅，杰出的军事家。


[26]
 译注：指行与行之间间隔较大的纵队。


[27]
 译注：半距纵队是与普通纵队（column）、四等分纵队（quarter column）相对而言的。营纵队中各个士兵前后与左右的间隔是一样的，因此一个营的横队和纵队两种阵型占地面积是一样的，只是正面的宽度不同。半距纵队和普通纵队相比，互相之间的间隔缩小了一半，四等分纵队的间隔则只有六步。至于为什么作者认为没有半距纵队的情况下不利于迂回。结合上下文来看，半距纵队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横队，使部队能轻易在行军和作战两种模式中进行切换，利于迂回。


[28]
 在重量上大概可与现代的二十五磅、四点七英寸口径、六英寸口径的来复炮相对应。这些火炮的移动不是一个新问题。


[29]
 然而，这第三个职责看上去很少被行使。因为旅和团的指挥官们总是待在一起，而不是各归其位，看来只有一翼的指挥官有权命令第二线的营或其他单位支援第一线。


[30]
 译注：指政府或军队自己不准备后勤，而征调民间的人力与物资的做法。


[31]
 译注：乔治·韦德（George Wade，1673—1748年），曾参加过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四国同盟战争。后任北不列颠军区司令，负责修建苏格兰地区的营房、桥梁和道路。


[32]
 我在前文有意摘取了大量引文，来特别强调普鲁士总参谋部是如何重视当时的战场条件对战争手段所产生的影响。而且与印度大部分乡间地区的现有环境都十分相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参谋学院（Staff College）学者的眼中，我们在印度的作战手段显得陈旧。下文甚至会更清楚地谈到招募与训练手段对军队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印度军队必须经历的。


[33]
 译注：此处指萨克森伯爵元帅。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的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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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的法国近卫军团




当腓特烈大帝继位时，他发现可用的骑兵部队总共有一百十四个中队：也就是十二个团的胸甲骑兵（分六十个中队）；六个团的龙骑兵（分四十五个中队）；以及仅两个军的骠骑兵（分九个中队）。中队分两个骑兵排，与我军一模一样，近卫军团（Garde du Corps）
[1]

 在当时也一直维持这种建制。鉴于后者与今日德军中的任何一个军团都同样训练有素，英军的部队建制似乎不应对现代批评家所指出的许多骑兵缺陷负责。部队被怎么称呼不重要，驱使其行动的精神，才是整个组织中的决定性要素。

整体上来说，普鲁士部队的效能是低下的，尤其是与匈牙利、波兰、瑞典、奥地利、俄国的骑马部队相比。那些国家拥有更好的马匹补给，也有充分的实战经验优势。普鲁士的养马业正处于低潮，几乎所有的马匹都要从国外购买——从波兰沿着匈牙利边境线，一直到东方的克里米亚。马匹的供给理所当然地在七年战争中受到了影响。

骑兵的外观能让理想的军士长（sergeant-major）欣喜若狂。对着装规范的轻微违反都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普鲁士步兵以最高的精准度进行阅兵，但是骑兵的状况却不好，而且也无法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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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用以下言辞表达了对其骑兵部队的批评：



和步兵一样，重骑兵是由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壮汉组建的。这些宛如骑在大象身上的石雕，既不能行军也不能战斗，没有一场阅兵不从马上摔下来几个人。军官对骑兵部队完全没有概念。




在另一个场合他则说：



他们行军的精确性与我的掷弹兵差不多，但是也一样缓慢。在敌人面前他们总是百无一用，而且在参加战斗时总是太迟了。




1741年4月10日，他们在莫尔维茨战役第一次接受战火的洗礼，结果是灾难性的。奥地利骑兵的表现却很优异，他们之所以最终没能成功突破普鲁士步兵横队（不是方阵），只是因为这个任务不是血肉之躯能完成的。

也有必要仔细解释，在这个时代，冲击普鲁士步兵意味着什么。后者在训练上的完美程度已经声名在外，但没多少人知道当时的燧发枪手携带八铅径打孔子弹与一点二五盎司的火药，可以使单兵一分钟装填完毕并开火五次，连队则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齐射二点五至三次。因为士兵的纵深是三线，而且每线之间的间距是两英尺，所以前排一次齐射的密度是每两码九发子弹。这个效率大概与现在海斯（Hythe）
[2]

 最训练有素的小队，在每码每人能打出的子弹数量相同。但一发八铅径球形子弹能放倒一头野牛，而基于所谓人道主义原则设计的现代子弹，需要十发才勉强能止住一匹马的行动。因此现代火枪与横队士兵的组合不可能拥有旧式火枪的制动能力效果。

在南非的过去十二个月中，以前所有的战争经验看上去都让位于实战带来的教训了。由新闻记者从前线传来的全部报告——包括一名前骑兵副官——都指出被拉扯到十码一个人的阵型能提供足够“惊骇”与“空前”的地狱火力（feu d'enfer）。按照这个逻辑，假设这个火力真的如我们的军事同僚所描述的那样夸张，也就是强烈到没有生物能在其面前生存，那么其射速必须超过13×10×10
[3]

 。简单来说就是比我们的海斯实践所告诉我们的还要快一百倍。因而，要么是海斯落后于时代，要么后者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腓特烈大帝对其骑兵表现的厌恶众所周知。毫无疑问普鲁士骑兵的低能会让他有时过早地放弃战斗。当会战的命运尚悬而未决时，他就已经心怀怨恨地写下：“骑兵是如此没用，甚至连恶魔都不屑把他们带走。”

之后骑兵重建工作的热情与能量，终于能抚慰他不平的情绪。他在1741年8月8日给利奥波德·冯·安哈尔特亲王
[4]

 的回信中，缓和了他的看法：“骑兵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其有许多愚蠢的军官。他们没有应有的野心，更适合当农夫或乡民，而不是骑兵领袖。”

无论骑兵军官在莫尔维茨会战前犯了什么样的错，骑兵的素质一定是很不错的。法国大使瓦洛里（Valory）见证了普军骑兵最糟糕的表现，在会战结束后，向政府报告了他对在接下来的7月于施特雷伦看到的六十二个骑兵中队所做的评论：“这支骑兵部队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惊奇的东西。”

很明显指的是其优秀的组织性。

我在上文所参考的主要权威著作是马克斯·耶恩斯（Max Jähns）的《德意志战争科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in Deustschland）。这本书在英国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广泛的认可。将其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包括四卷总计四千页的内容，加上对有文字以来几乎每本谈论战争艺术的图书与手稿的总结和评论。在这本书中能找到普军所有军事条令的摘要，以及除了我们国家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军队的军事条令摘要。这类鸿篇巨制中，一定程度的细节错误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书中的注释提到了普鲁士总参谋部发布了一本极有价值的小册子
[5]

 ，内中谈及1745年至1756年的和平时期，也就是从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七年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因而我可以热情地把它推荐给任何对战术演变史感兴趣的人，并且我在下文中摘录了这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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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尔维茨会战，腓特烈大帝指挥的第一场战斗




国王在莫尔维茨会战后给骑兵发出的主要指示与命令，1742年3月17日、21日，6月17日，加上1743年出版的军事条令，以及1744年7月23日与25日的军事部署，都可以在《腓特烈大帝全集》（Euvresde Frederic le Grand）中找到。它们可以被总结为：在所有行动中都强调更快的速度、威胁敌人的侧翼、禁止在冲锋中使用火器，和众所周知的对任何让敌方抢先进攻的军官进行削除军衔（infamer Cassation）的惩罚的威胁。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的进程证明了这些新命令的内涵是如何被彻底领会的。查图西茨（Chotusitz）、霍亨弗里德贝格、索尔（Soor）还有凯瑟尔斯多夫（Kesselsdorf）战役
[6]

 全都是普鲁士骑兵的光荣日，而且在普鲁士总参谋部最近出版的《1744—1745年战役》中能找到完整的描述与说明。但对这部作品有必要提出一些警告，它的准确性并没有达到人们通常对普鲁士总参谋部战史处所期待的水平。在许多段落中能看出作者在试图证明一个先验的观点，即腓特烈大帝的教导应该与现代理论相结合，而且在很多地方作者都放弃了准确的表达以适应整本书的主题思想。这种文风让人觉得是新闻通讯记者的爆料而不是一位尽责专家的著作。赫尼希在《德意志军队报》（Deustche Heeres Zeitung）上发表的对此书的书评中，直率地指出在查图西茨战役中归功于骑兵的壮举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他的论断建立在他自己对战场的熟悉了解之上。我本人并没有亲眼见过战场，但从记录中附带的等高线图来看，我必须承认我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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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瑟尔斯多夫战役




克里格尔施泰因
[7]

 是那部卓越非凡的作品《现代战争的精神与物质》（Geist und Stoff im Modernen Krieg）的作者。他自己便是奥军参谋军官，有权接触迄今为止未出版的奥军文件。他也指出了《1744—1745年战役》中许多错讹之处，严重动摇了人们对整本书的信心。确实，普鲁士人自己看上去对此书也毫不满意，因为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上文中我已给过书名）对自己的一些论断也不怎么当回事。

本来，有两种不同的军事条令：一个给骑兵（只包括胸甲骑兵和龙骑兵）；另一个给骠骑兵，其组织方式更接近哗变
[8]

 后我们在印度的非常规骑兵
[9]

 的横队，原因也基本相同。

他们
[10]

 以独立轻骑兵的名义登记，主要是被冒险与劫掠所吸引而来，并准备服从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所发布的命令，绝不愿意像其他兵种一样以常规的方式执行。他们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局势紧张而产生的权宜之计，受到奥军优秀轻骑兵的启发，并拥有所有特殊兵种的优点与缺点。

但缺点很快就盖住了优点，并且普鲁士人很早就采取措施让骠骑兵更与常规骑兵看齐。因为他们必须在马背上执行命令，所以被教导要以严明的纪律骑行，结果就是必须要以横队的阵型进行冲锋。

与此同时，重骑兵因为在行军和扎营时仰赖骠骑兵保护而产生的劣势与不便之处，则要靠前者做好足够的前哨和侦察工作来解决。军队并没有要求重骑兵去兼顾轻骑兵的工作，反而是让重骑兵在后者缺失的情况下自己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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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的骠骑兵




阵型的通常深度是三线，从头到尾是十二英尺，但在很早的时候训练只提供两线阵，其直接目标是让军官有机会处理更广阔的士兵正面。最终，当七年战争让士兵与马匹的资源变得枯竭时，已经习惯两线阵训练的军队，不得不求助于权宜之计
[11]

 ，以此来应付敌方更广阔的正面。

1743年的军事条令规范了机动的实行及“快速”冲锋，但依然没有谈到用“全速”冲锋来达到实际的震撼效果。

7月25日的“部署”命令骑兵“在以慢跑抵达离敌人两百步的距离后，战马应戴上头套并全速冲向敌人”。

一直到1747年才规定所有部队必须同时旋转组成横队。而在之前似乎都是通过按顺序旋转来组成横队，显然这个过程会浪费不少时间。

关于骑术的指导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部分，并且经历了最大的调整。

1760年，国王评论他刚即位时接手的骑兵时，他写道：



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一支糟糕的骑兵，可以说没有一名军官擅长自己的工作。骑手们害怕马匹，几乎从来不骑乘它们，他们只知道像步兵一样行军。壮硕的士兵与高大的马匹让骑兵过于笨重，因此必须重新组织来使其更好。




之后他写下这些严肃的语句：



步兵的成功取决于双手与双脚，而骑兵的成功则取决于能否让士兵像骑士随从一样骑马，并得到马匹的完全服从。一个中队是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马组成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整支军队。




在1742年6月17日于库滕贝格（Kuttenberg）发出的指示中，他指出了是以怎样的努力试图达成这个目标的：



军官必须确保他们的士兵能不断地骑乘，这样每个人都能独立控制马匹，如臂使指般地操纵并成为其主人。当他们能做到这点时，真正的骑兵中队也就组成了。




军事条令继续写道：



士兵要在没有马鞍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得和军校教官那样的骑术大师一样好。




骑兵新员在被允许骑马前，要进行彻底的步行训练。马镫的长度被设计为当士兵站起时，刚好能用手接触到马鞍，“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攻击上。”握住的缰绳很短，侧边就是马鞍的扶手。

直到骑兵能在家熟练使用带马镫的马鞍骑行之前，他们都不允许放弃使用马鞍，但这点显然不适用于骠骑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对兵员素质的反映。以单人或成队的方式，骑兵被教导以全速劈砍稻草人、跳跃壕沟或障碍物的方式进行训练。

每个人每天都有骑行训练项目，即使周日也是如此。

当分遣队进行训练时，重点是让骑兵在没有拥挤或摆动的情况下以一条直线冲向敌人。但我从中队军官那找不到任何有关“基础”或急救的事情，与现在一样，只有几个有关行进的要点会被特别提及。

无论手段如何，结果总是令人惊讶的。在数年内我们就能看到三四十个骑兵中队的横队能没有间隔地行军与进攻。最初军事条令规定中队间的距离是十二步，但在国王面前阅兵时，“陛下会亲自拟定间隔”，一直到最后他要求没有间隔存在。在1745年与吉索尔伯爵（Count Gisors）
[12]

 的会谈中，报告显示他做了如下评论，显示了其试图达到的理想状态：



我在各个中队间不留任何空隙。因为中队如果分散开来的话，就会在侧翼给敌人留下乘虚而入的空间。此外，我也希望骑兵中队冲锋的震撼力能在两军相遇之前就迫使敌人退却
[13]

 。




这段话当然只适用于他的第一线横队。至于第二与第三线，因为需要调动来掩护攻击线的侧翼，或者增援并堵上阵型的缺口，依然允许中间保有间隔。

没有间隔的阵型对所有骑兵来说都是很困难的。的确，难度是如此之大，我经常听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有在骑兵作战中最有经验之一的教官的实践，他们表明了就算没有特殊的准备与指导，只要士兵与马匹能夯实基础训练，就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数年前，当我与一位在奥军骑兵中服役的英国人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告诉我在1848—1850年，当他驻扎在米兰时，奥军常常用没有间隔的十二个中队组成的横队进行冲锋。而这一点，以他的经验来看，如果士兵个人打下了良好的骑术基础，并不会特别的困难。而且必须指出奥军的骑兵军官在线列中，而不是在中队的前面——我们应当在所有携带长枪的骑兵部队里恢复这一传统。

第一个提到通过部署两翼把横队组成正面的命令是在1750年，为了移动到指定位置，骑兵排或中队需要进行两次直角转向。“向外部署”（Deploy outwards）的命令一旦下达，领头的排便快速站定，其他排向右或向左转，然后以平行的队列前进，直到他们抵达与阵型指定位置相对的地方，这时他们就做“正面转向”（Front turn）
[14]

 ，并前进组成队列。

1750年至1754年，人们似乎终于理解了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要大于第三边的定理，因为吉索尔伯爵发现部队用颇具现代风范的对角线行军来部署
[15]

 。但和现在这样通过半转马头的方式来形成对角线相比，正确的做法是让整个排或单位都通过“半正步”（half-passage）
[16]

 的方式移动。这个过程持续多长时间尚不清楚。我之所以提到这点，只是进一步地指出，骑手对他的马匹能有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掌控。这样的骑术人们一定早已习以为常了，当上文描述的操作出现时，没有一个严谨的人——观察员里这样的人很多——会觉得不可思议或感到震惊。

所有的骑兵团，或者其他任何单位的骑兵，在训练时都被部署在正面的后排，正如国王所说，“只要他们能全部抵达（指定位置），这些中队怎么站位都无所谓。”但在集结中的士兵实际上是严禁东张西望的，而是应该快速组成横队并冲锋——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对马匹持久力的要求提高得非常快，因为胖马基本已经绝迹了。没有什么比高大而肥胖的野兽更让国王不愉快了，它们在一段最短的慢跑后就开始巨量出汗并喘气。国王对这一话题反复提起，成效很快变得明显。

在1748年他只要求七百码的进攻距离，三百码慢跑加四百码疾驰。到1750年，这个要求提高到了一千二百码，三百码慢跑和四百码疾驰，剩下的全速冲刺。在1755年则是一千八百码，最后六百码全速冲刺。国王通常亲自参与进攻演习，以速度与表演来满足自己，并且从不犹豫重复第二次，如果不满意的话甚至第三次。确实，他常常在下午把骑兵团再调出去，并确保发起另外两次攻击。

有一次，在乡间遍布丘陵的尼斯（Neisse）附近，一个团在早上发起了五次进攻，然后在晚饭后还得再做两次；第二天，当国王试图继续进攻时，马匹倒下了，攻击不幸失败，但没有人因此受罚。在事情走向不如预期时，这种处置不太寻常。在1754年我们甚至能看到，就连拜罗伊特龙骑兵团（Baireuth Dragoons）这种最好的团都因没有达标而被罚三个月的额外训练。

罗布西茨战役显示了这种苦功的价值。即使马匹经历了数周的食物短缺，在进攻前等待了二十九个小时，并且他们多数都没有食物与水，但十六个骑兵中队还是发起了两次攻击与冲锋，仍跨越了一千码的崎岖地形。而今日在马上待十六个小时又怎能成为在会战中进攻失败的合理借口？即使我们的马更高大、饲养条件更好，而且负重明显更轻。

1754年，腓特烈大帝下令中队或其他单位应该靠近中央进行整队（dressing）。但他似乎遇到了反对，他的僚属害怕会引起拥挤情况，因而更偏好靠右整队的旧方式，甚至连国王也无法克服他们的消极抵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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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罗伊特龙骑兵团




接着我要按时间顺序列出每次演习骑兵中队的数量：1748年，柏林，三十个；1750年，韦劳（Wehlau），五十个；1751年，柏林，三十一个，马希维茨（Marchwitz），七十五个；1752年与1753年，在利萨（Lissa），分别是三十个和四十个；1753年斯潘道（Spandau）营地的秋季演习，六十一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骑兵指挥官有丰富的机会可以学习如何指挥大部队。

在这些记录中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大部队的频繁调动——一个横队里有十五至二十个中队。看上去腓特烈大帝并不打算在战时使用他在和平时期所操练的复杂调动方式——在面对敌人时所有的调动准则都必须简便；而以高标准训练出来的部队可以轻易地适应低标准的调动，并且他让军队时刻准备着，因而使他们信心饱满，能迎接任何挑战，而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

至于“横队”与预备队的部署，他的大致观点可以被概括为：



首先，让敌人被紧密得如一堵墙般的第一线横队给威胁吓走。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能创造无坚不摧和不可阻挡的“一线横队”，那它就可以扫除身前的一切障碍，也就没有第二线和第三线的什么事了。



当然，这样的第一线横队，从来没有存在过。但第一线变得越坚实，后方线列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在实践中，协同越紧密，第一线也就越强，这也意味着重量与速度的平衡性越好。所以第一线要尽可能放足够多的胸甲骑兵。



骑着小型马的骠骑兵在面对由敌人重骑兵组成的紧密阵型前无能为力，但当后者陷入混乱时，就是骠骑兵的用武之地了，因而他们被放在后方作为预备队。而龙骑兵，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并比重骑兵更加轻捷，所以放在第二线，用以应付敌人的迂回。



不过更常见的是骑兵指挥官有权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国王明智地认为如果他已经选择了这些最负责的人做指挥，他越少被僵化的规矩束缚就越好。谁能质疑他的正确性呢？那些支持这些冥顽不灵的规矩的人应该永远都不被擢升到指挥的位置上。







[1]
 近卫军团（译者按：近卫军团是法国皇家近卫骑兵的一部分，最早在百年战争中由为法国作战的苏格兰人组成）的特例已不存在。在我撰写此书的同一年，近卫军团的编制已与其他部队看齐。


[2]
 译注：指的应该是位于海斯的轻武器研究军团（Small Arms School Corps），由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在1853年组建，负责轻兵器的训练、使用与支持等。


[3]
 译注：作者在这里的推断依据是，假设海斯的小队每人每码能射击十三发子弹，用威力弱十倍的现代子弹在十码一个人的阵型下想要打出同样的效果，则射速必须快10×10倍。


[4]
 译注：利奥波德·冯·安哈尔特亲王（Prince Leopold von Anhalt，1676—1747年），普鲁士元帅，腓特烈大帝时期的一代名将。他在普军中德高望重，是军队的精神领袖，绰号“德绍老头”。


[5]
 《战争史别册》，No.28/30。


[6]
 译注：这四场都是发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战役。


[7]
 译注：原文为“C. von. B. K.”，即卡尔·弗赖赫尔·宾德尔·冯·克里格尔施泰因（Carl Freiherr Binder von Kriegelstein，1869—1905年），奥地利军史作家，曾以奥地利军官的身份加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下文将统称其为克里格尔施泰因。


[8]
 译注：指发生在1857—1858年印度土兵起来对抗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哗变（Indian Mutiny）。据说185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引进了新型的恩菲尔德来复枪（Enfieldrifle），为了保证火药的干燥，采用了亚麻籽油和蜂蜡来封存火药包。但是谣言称封存火药包用的是牛脂和猪脂，土兵中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拒绝用嘴撕开火药包是引起叛变的导火索。他们认为这是英国当局试图将其转化为基督徒的阴谋。


[9]
 译注：非常规骑兵系统是建立在“Silladar”的概念之上的。“Silladar”来自波斯语，意为“持械者”，该词用来形容那些加入非常规骑兵团的印度骑兵，这类应征者应该自备马匹、侍从、草料、衣服与武器。


[10]
 指骠骑兵。


[11]
 译注：指骠骑兵。


[12]
 译注：吉索尔伯爵是法国元帅贝尔岛公爵之子。他是最早前往普鲁士军队的法国人，1758年战死在克雷菲尔德之战中。


[13]
 译注：本章节的法文由本人朋友Lillie Mermourd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由本人翻译成上述译文。


[14]
 译注：“Front turn”是一种让行进中的部队转回原有方向（也就是正面方向）的指令。当此指令下达时，每个士兵都会转向正前方并尽可能快地向前移动。此术语的解释可见英国陆军部出版的《步兵的战场实践与演变，经女王陛下之令修订于1859年》（Field Exercise and Evolutions of Infantry，as revised as Her Majesty's Command，1859）。莫德所提到的“两次直角转向”，第一次是指士兵个人向左或向右转，走到离指定位置处于同一条直线的地方，然后进行第二次转向，也就是“正面转向”，这时士兵的头部就会对准正面方向，然后向前走到指定位置即可。


[15]
 见他的《普鲁士的调动策略》（Tactique et Manoeuvre des Prussiens），34页。


[16]
 译注：“半正步”是花式马术（dressage）中的一种步法。这种步法可以让马匹在不转向的情况下斜着前进，也就是说不需要“半转马头”。






第六章


塞德利茨与普鲁士骑兵

在前一章提过普鲁士骑兵训练的条令与手段后，还要指出在能干的指挥官领导下他们能创造什么样的成果——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塞德利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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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德利茨，普鲁士骑兵部队指挥官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卓越的军官早年便是一名完美的骑手与剑客，而且在训练自己的骑兵中队时坚持身体力行的原则，他不仅做得和普通的骑兵一样好，甚至更进一步——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完美。1757年11月5日的罗斯巴赫会战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但他发挥得是如此之好，让这场会战成了旧时代中骑兵使用的典范战例。除了步兵武器对骑兵造成的妨碍以外，他也非常受制于现存的骑兵条令。当时，骑手与马匹的独立训练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完善度，中队在其军官的手中也显得卓越拔群，但他们的总体移动还是很慢，因为所有的运动都以“停下来”为目的。我无法确定在移动中组成阵型的做法是何时被引进的，但以我来看大概是在接下来三年之内的某个时候。

普鲁士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他们只有一万六千名步兵与分散在四十五个中队里的五千四百名骑兵，而与之为敌的是九十个步兵营与八十四个骑兵中队，总计六万四千人。敌军在11月4日占据了强有力的位置，以至于腓特烈大帝认为进攻是不明智的，并退到五英里以外的某个位置。在那里，他把大营扎到一处低矮山脊的顶端，他能从这俯瞰敌人。5日早晨，普军在双方骠骑兵与轻步兵的前哨战中度过的。早上9点过后，法军主力部队以两个纵队，径直朝普军左翼前进，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切断普军的撤退线。这件事被清楚地观察并报告给国王，然而他拒绝，或者假装不相信这一行动有何重大意义。他让士兵开始用餐，然后自己也坐下用膳，并邀请他的大部分将军一起坐在餐桌旁。饭后，他爬上能俯瞰罗斯巴赫的山脊，进入风磨亲眼观察局势。敌军当时已经用步兵抵达普军阵线的延长部分位置，而他们的骑兵与炮兵还要在正面前方一点，正前往一处小山——亚努斯山（Janus Hill）。此山大概位于普军左后方四千码的地方，由一条有些蜿蜒的道路相连接。看到法国人是要动真格了，他在下午1点30分下令撤营，并派人把将军们召集起来，口头向他们下达了指令。他把所有骑兵都托付给塞德利茨，并允其便宜行事。部队准备完毕后，他们以疏开纵队（open column）组成的两条战线出发，左翼在前，并以上文提及的蜿蜒道路作掩护。敌军看到了这一行动，认为普军意图撤至梅泽堡（Merseburg），决定继续行军，希冀能抢先抵达那里。当步兵还在准备移动时，骑兵正在他们背后组成两条战线，塞德利茨骑马下山，用国王刚给他的指挥权召集军官，并把计划告知他们
[2]

 。他打算让一些骠骑兵中队监视敌人，然后让其余骑兵在山脊的掩护下移动，将大营的位置与亚努斯山连接起来，最后把这座小山当成一个枢纽，旋转并打击敌军纵队的头部。

在将计划告知他的军官之后，他们重复了指示，然后塞德利茨给出了军事命令：“左翼中队，第二线；三三一组；剩余的左转；停下、整顿！”
[3]

 接着“进军！”第一线的左翼中队在一个移动的基准部队附近徘徊，直到与第二线的领头中队并列。剩余的中队在抵达转弯地点的途中连续改变方向，然后在到达上述的山丘
[4]

 时再把方向改成右方。同时，这个山丘已被有十八门火炮
[5]

 的炮群占据。普鲁士骑兵与行进中的由三个法国骑兵纵队组成的前锋擦肩而过。最后一个骑兵中队经过山丘时，才下午3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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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巴赫会战




一直在山丘上监督整个行动的塞德利茨现在看到他几乎在敌人的右后方，而敌军正试图转向山丘上的炮兵。他发出命令：“停下；右转组成横队！”他在第一线有十五个中队，在第二线有八个。一直在右翼掩护行军的骠骑兵通过了正面，然后在横队的左翼组成了支援力量。塞德利茨下令快步前进，整个横队越过山脊。法国人大吃一惊，他们徒劳地试图转成横队来应付席卷而来的狂潮，但为时已晚，因为下一刻塞德利茨就下令整个横队冲锋前进。普鲁士骑兵全速冲向他们，法国人掉头逃跑并穿过了后排的法军。领头的两个团临阵逃脱，但两个奥地利胸甲骑兵团与两个法国团——王后团（La Reine）和菲茨詹姆斯团（Fitz-James）——成功地让自己摆脱纵队前排混乱的影响，并试图发起反击冲锋；这一进攻企图遭遇了紧接而来的第二线普军阻挠，被完全挫败。之后是一场激烈的追击与混战，塞德利茨动用了手中所有的部队，并亲自执剑上阵。与此同时，步兵也出现在战场上。通过一次在掩护下进行相似的侧翼迂回，转换成横队之后，步兵插入了法军纵队的行军线路。步兵的火力与从原有阵地向前推进的炮兵火力，让法军无力在正面组成横队。步兵在下午4点时才开始开火，十五分钟后法军阵线开始动摇。塞德利茨在之前的混战中受了伤，于是撤出战斗包扎伤口。他在会战之前已经预见了未来的趋势，召集并重组了他的骑兵。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并且立马就抓紧了它——他让手中所有可用的中队全速跑步突击法军的右翼，因此4点半时法国人就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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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巴赫会战油画




普鲁士步兵中只有七个步兵营开过火，其中五个营平均每人射击两次，剩余两个营平均每人射击十二至十五次。普军只有三名军官与一百六十二名士兵阵亡，二十名军官与三百五十六名士兵受伤；却埋葬了一千多名死者，打伤三千人，俘获五名将军、三百名军官、六十七门火炮、二十一面军旗、五千名士兵以及相当数量的行李，一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停止追击。

对法军与他们的奥地利盟军的战斗力做出一个合理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肯定不是乌合之众；与之相反，以法军的记录来看，常年服役的老兵们在同样的军官的领导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了显赫的胜利。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粗心大意，还是普军轻骑兵巧妙地混淆了他们的视野。这些法军被认为肯定比后来帝国晚年的征召兵
[6]

 要强多了。但实际上，在1813年至1814年战役中，征召兵对普军、奥军和俄军来说却仍是块难啃的骨头。此外，即使塞德利茨对步兵的进攻方向是纵队的侧翼，实际上却肯定打到了正面上。因为一个简单的命令——“向右转为横队”，会把他们变成一条战线延伸远超普军骑兵正面的横队，并且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执行这一命令。因此，与一列由方阵组成的充满间隙的横队相比，他们甚至有更强的正面火力，虽然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

在军事历史上没有能与此比肩的大捷
[7]

 。出于各种现实的原因，大部分步兵营没有进入战斗，一些侧翼的骑兵中队或许被忽视了。结果就是三十八个骑兵中队、十八门火炮及七个步兵营——每营约五百五十人——在炮火响起的一个小时后击败了总数六万四千人的敌军，而步兵的弹药消耗估计不超过一万六千发。很明显在任何可想象的情景
[8]

 下，骑兵都不太可能重获如此战果，但这场会战毫无疑问是一个坚实与可靠的依据，证明了拿破仑时代教条主义的谬误——“骑兵不能冲击未动摇的步兵”——罗斯巴赫会战时的条件与这个教条存在时的条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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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巴赫会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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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德意志帝国军在罗斯巴赫旧战场上重新演习




关于第一次骑兵冲锋的指令，我已经按照权威著作所载原封不动地给出，因此这一预备运动的极简性也就更加明显。尽管它们简单，赫尼希却在其1884年的著作《骑兵师的战术指导》（Tactical Guides for the Cavalry Division）中指出，罗斯巴赫会战之后没有哪支骑兵能以一样的精确性执行相同的行动，对于这一点还没有人反驳。此外，他也用这一点作为腓特烈大帝的骑兵单兵训练较今日更为优越的证据。这一论断意味着，在1884年无法找到三十三个骑兵中队能在一人的指挥下于四千码的快步行进中两次接近九十度地变换方向，然后以足够的精确度转换成横队。想找出作者的错误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他忽略了转成横队是在“停下来”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无论1884年的情况如何，我在德国见过的由十个中队组成的旅——在以排为单位的纵队的形式下可以跑步行进两千码，并在移动中改变方向，接着转为横队——甚至能够在更大规模部队的情况下轻易完成上面提到的行动。至于我们的骑兵能否在下次演习时尝试一下，就很让人感到疑惑了。

虽然罗斯巴赫冲锋的结果如此优异，但接下来塞德利茨在曹恩道夫会战的功绩展示出了部队与将领更强的能力，其价值也更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俄军步兵与普军步兵相比不落下风的事实来估计俄军步兵的实力。会战发生在1758年8月26日。参战的普军有三十八个营共两万两千八百万名步兵，八十三个中队共九千九百六十名骑兵与一百十七门火炮。俄军总计约五万二千人，但正规骑兵较弱。俄军最初的阵地朝向正东方，但因普军锲而不舍地想要迂回，俄军向右、向后变换了战线，直到他们以一个角度卡在两条泥泞的溪流间，无法再移动为止。其余两条支流更进一步地流过他们的正面，溪底则是沼泽，把俄军的阵地以相同的长度分割成了右、中、左三部。普鲁士国王的意图是进攻俄军的右翼，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左翼聚集了六十门火炮、二十个营与三十六个骑兵中队，并派遣他们出击。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效仿的事情——炮兵的整体分成二十门火炮与四十门火炮的两个炮群，由前锋进行掩护。剩余的部队则分成两线横队，当炮兵清理道路到了一定地步后，就全面进攻。为了适应地形，炮兵的分散在这里是有必要的。

看起来左翼炮兵营对俄军阵地起了非常好的杀伤效果
[9]

 ，当普军第一线的指挥官看见敌军从第二线抽调部队替换、支持一线部队时，他下令步兵前进并开火。国王的指示并没有被遵守，前进中的步兵暴露了他们的外侧翼。俄国人抓住这个机会，用正面两条战线的步兵发动反击，完全压倒了普军。俄军的正规骑兵攻击了撤退中的败卒，几分钟后十五个步兵营与二十六门火炮或俘或逃。俄军骑兵却没有因此失去控制，而是停下来重组，只让步兵继续追击。

与此同时，塞德利茨与三十三个骑兵中队（其中十五个中队是胸甲骑兵，剩余的为骠骑兵）一直在俄军右方更深处的察本沼泽凹地徘徊，这里是他们侧翼所在。普军从各团调来副官与工兵进行勘测并将其拓宽，使其正面能容纳半个排通过。在看到溪流另一边战局的走向后，塞德利茨下令每个团从右侧开始以半排纵队的形式前进，并用已拓宽的通道跨越溪流。两个团（十个中队）的胸甲骑兵向正追击的俄军步兵发起了进攻，剩余的一个，也就是他自己所在的团，则攻向敌军的骑兵，骠骑兵紧随在后作为第二线力量。这些命令得到了充分的执行。当每个团跨过溪流后，它们以跑步步调在正面组成横队，接着就直冲目标。第一线骑兵的冲击效果不是十分成功，但紧接而来的骠骑兵完成了任务。在数分钟的近战后，俄军骑兵从战场上被驱走，其前卫步兵实际上已被毁灭。俄军被一路追赶到自己阵地的后方，但那里有强力的预备队驻防，俄军也重整完毕，塞德利茨因而撤出了滑膛枪的射程范围并更改了指令。这一态势又因俄军右翼剩余的骑兵中队而变得更加不利，他们起初在步兵后面，步兵现已被击败并朝着他们的方向逃跑。但是，骑兵变阵让这些逃亡者通过间隙跑了过去，然后又一次组成横队，并以跑步步调正面突击了追击中的普军。同一时刻，塞德利茨的胸甲骑兵与骠骑兵则从侧翼袭向了他们。

塞德利茨重整自己的中队之后，决心攻击俄军右翼的残存部队——这些人依旧井然有序地屹立在自己面前。虽然俄军已经用尚未参战的预备队顶了上去，但骑兵的撤退却使其侧翼暴露无遗，塞德利茨不想让大好机会白白溜走。参加进攻的有三个胸甲骑兵团，当时正排成三条战线，间隔为一百五十码。塞德利茨把他们变阵为中队规模的纵队，左翼在前，以快步穿过俄军右翼，然后再朝右侧变回为横队，发起总攻。俄国人试图调动外侧的连来堵住横队中的缺口，但尚未做好就遭到冲击。所有位于两条溪流间高地及组成俄军右翼的人都被击败与消灭了。

俄军中央因此被彻底暴露。中央右部位于一个与察本相似的沼泽凹地上，普军的第一次进攻就是穿过此地发起的。此时对于塞德利茨来说，以队形不整的中队发起第三次冲锋的风险实在太大。因此，他让骑兵以中队为单位列成疏开的纵队，缓缓撤退到曹恩道夫后面。同时，国王让中央右部准备就绪，中部面向侧翼，并派炮兵到正面，准备在榴霰弹射程内进攻。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右侧的炮兵推进得太前，转眼就遭到一大群哥萨克骑兵的袭击。他们俘获了火炮，赶走了护送人员，然后勇敢地进攻紧接而来的步兵营。普军步兵对炮兵前车（limbers）部队忽然逃走而感到疑惑，但在敌军逼近五十步距离之前一直都隐忍不发，然后是一排稳定的齐射。在敌人阵脚大乱时，二十二个普鲁士骑兵中队开始进攻并击败了他们，重新夺回了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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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恩道夫会战




普鲁士步兵继续前进，在俄军正规骑兵奔向他们时开火迎击，结果至少有十三个步兵营由于恐慌而临阵脱逃。看来，胜利在俄国人那边了。但此时又是塞德利茨力挽狂澜：他已经聚集并重整了六十一个骑兵中队，共七千人以上；将他们组成三队，十八个胸甲骑兵队在前，十五个龙骑兵队在中，二十八个骠骑兵队在后，相互间隔两百五十步。马匹的状态有些疲惫，它们已被骑手驾驭十二个小时，更不用说之前参与的进攻了。

塞德利茨的部队一直在步兵的左侧以梯形队列跟进。眼见步兵溃逃，塞德利茨下令：“跑步前进！”然后他“逼迫”骑兵持续迂回，直到他们延伸超过了俄军右翼的位置。塞德利茨知道俄国人习惯趴在地上让敌人骑兵通过，再起身向他们后背开火，所以他决定以一个横队掩护另一个横队的方式进攻，并亲自率领第一列队伍。由于马匹过于疲乏，最开始的步调只不过是比慢跑快一点。有那么一瞬间，所有的交火都停止了，除了雷霆般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听不见别物。俄国人迅速合拢队伍里的每个缺口，并拿出他们所有的一百门火炮。大部队带着火炮前进，几乎同时用霰弹射击在敌军部队里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对普军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外侧翼为了避免前方的泥泞地，这时挤向了部队中部。这种拥挤通常是很危险的，但在这里却是优势，因为它能让被撕裂的间隙更快地合拢。这样骑兵的冲锋就如一堵墙般汹汹推进，无视十二列敌军在最短射程内连续发起的火力射击，径直扫过了整个步兵。俄军阵列却临危不乱，士兵坚守奋斗，抵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丢失或放弃寸土。接下来一整天都是两军交接的血战，直到疲惫为其画上休止符。因为塞德利茨手上没有生力军能够追击他们，军容严整的俄军最终成功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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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恩道夫会战中的骑兵




这一天，俄军总计有两万一千五百五十名军官和士兵战死、受伤、失踪，有一百零三门火炮与二十七面军旗被缴获，相当于全体力量的四成左右。至于普军，则损失了三万人中的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人，步兵承受了主要的损失，我们在英克曼（Inkerman）
[10]

 的战损是我仅知能与其相仿的。也就是说，虽然结果上成了胜利者，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在整体上达成合理的战损比。

为了正确认识塞德利茨的功绩，从他的事迹中评判一流的骑兵部队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在战争中经历了足够多的战斗，而没有过多的行军，步兵就会得到成长，俄军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环境。并且这些步兵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训练，能够肩并肩地奋战到最后一刻。这一打法锻炼出了俄军中素质最高的一群士兵——体现出坚持不懈的

威力。另一方面，普鲁士骑兵却远不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在先前的战役中他们已经损失惨重。这些原因加上之后战争局势的扩大，令普军骑兵部队补充了过多的新员。新兵的骑乘训练，不得不在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在冬营时以小部队为单位被分遣到广袤的地域上。而此次会战中最后与最大的一次骑兵攻击被之后的法国人认为是在不可能的条件——已发起两次进攻，再重新集结——下发起的。必须记住，在当时的法国军校，有一句被认为是至理名言，又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原则：“一旦骑兵投入到攻击之中，就不能在同一天内再仰赖这支部队发起第二次攻击。”普鲁士骑兵却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能够实现这一表现，只能用普鲁士建立了优秀的对马匹驾驭的个人训练体系来解释。这一体系在之前的战役中，已经变成军队的传统。这一传统通过实战与老兵训诫的方式，让新兵得到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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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恩道夫会战地图




在《胡贝图斯堡和约》（Peace of Hubertusberg）
[11]

 签订后，普军骑兵的效能飞速增长。之后有一段时间下降，主要是因为招纳了一些最差劲的马匹与兵员。原先的骑兵中，很少有人能在这些战役中存活下来——他们当然也就与晋升无缘了，所以这支骑兵部队肯定是一种理想的武装部队：部队中的士兵几乎都处于年龄与力量的巅峰期，几乎都有两到三年的战争经验，指挥官已经在与敌人的实战中赢得了士兵的支持，而在他们之上的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骑兵将领——塞德利茨。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德国著作强调——我自己也深信这点——在接下来的九年里普军骑兵达到了他们的巅峰状态。这支武装在之后的任何战场上再也没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退步却从这里开始。对我来说历史在此时已经暗示了我们之后需要克服的许多难题。

因为在和平年代壮年期的士兵死亡率必然是很低的，所以新招募的兵员非常少，而每个中队的新兵被交给一名军士教练员（drill-sergeant）负责。对军官来说，去亲自检查不到十人的训练水平简直是浪费时间。

正如我们至今依然实践的那样，年轻的军官在刚参军时，会与新兵一同训练直到解散，但之后他们就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动机了。这些军官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或者说他们又怎能教仅比他们低一级，但身经百战的老兵们如何骑乘呢？在这些老兵面前他们只是孩童罢了，而且他们大概也感觉到了这点。我们之中曾参与过长期服役的人一定有同样的感觉。根据我们的经历，大部分有经验的人通常都会忘记自己在刚入门时所遭遇的困难。通过实践，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摆脱了懵懂无知的状态。有了经验之后，他们就不记得自己也有这种一无所知的时期，因而对和平年代缺乏锻炼机会的年轻军官来说，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对老兵来说，所有事情都只是个常识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教导年轻人如何放哨或巡逻。与长期服役的老兵一起成长的年轻军官也认识不到这个难题，因为他们只负责做一些传统规定的小杂役。不过，只要有真正战争经验的人还在，这些问题也不大。

有时候部队中缺乏获得军功的机会，而传统则恶化成了不变通的陈规陋习。战争看上去很遥远，来自上级的监察却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军官越是野心勃勃与注重实用，就越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演习训练上。如果监察官（inspecting-general）在实践与知识上有所欠缺，那对任何武装部队来说就是厄运当头，尤其是骑兵部队。

还有另一个障碍是长期服役的士兵需要跨过的。一旦部队经过彻底训练变得秩序井然，士兵与军官在日复一日的演习训练中对目标就会变得迟钝，因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一周几次阅兵就足够让部队保持严整，再多只会让人觉得抑郁。因此在正当演习中，懒散的习性就掺杂了进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最终演变成为最难以根除的恶习。

战争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权主义（decentralisation）思想以及下级军官自决的习惯，而和平时期则是反过来。

既然久经训练的老兵不需要指导就能自己开展工作，那么队长和尉官就没什么能做的，他们就只能请假离职。指挥的重责就集中到上校与军士长身上。

所有这些因素都助长了普军骑兵的颓败，但在工作中他们还能遇到更奇怪的地方。

因为战役中的严重减员，幸存者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年龄相仿，最后他们也一起变老。

我个人通过观察得出了一个可证明的事实：普鲁士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相比要老得快得多——尤其是在上流阶层中。即使是今天，也很少有德国人能在四十岁以后保持良好的体形与充沛的活力。

当塞德利茨死时，下级军官的平均服役时间是二十年。在他们头顶上忽然没有了一个超凡卓绝的人所制造的楷模与压力后，这些指挥团与中队的年长绅士发现，与其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不如通过骑兵战斗演习来判断他们的指挥能力，或者偶尔在侧翼观察进攻，这要更轻松惬意一些。正如马维茨
[12]

 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正是颓败的开始
[13]

 。旧时，攻击的正确与否是通过骑兵的正面来判断的，骑兵以能用靴并靴地紧密阵型冲锋为荣。马维茨的宪骑兵团（the Gens d'Armes）的膝并膝并肩骑行，则更进一步，足以令人称道。达到了这种程度，也就没有必要谈论精准整队（accurate dressing）了。正如前面所说，攻击正确与否是通过正面来判断的，只要正面紧闭且没有破碎，那么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从侧翼来判断的话，队伍成正确的直线就变成了主要的判断标准；而要达成这点，只能允许部队在跑步步调时呈开放队形。结果这个做法就在老腓特烈国王
[14]

 骑兵的幸存者与后继者中传承了下去——用开放队形以跑步步调进攻，却被法国胸甲骑兵打得落花流水，虽然后者只用“快步步调”行军，但却是紧密阵型。

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原因而导致的必然困境。

马维茨对自己服役了三十年的宪骑兵团的描述，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点：



我们的编制是十个排（当时被称为连），每个连不包括士官则有六十六人。其中有一半人在休假，只有在训练季，士兵才会集结起来，也就是从3月16日到5月23日，总计九周时间。



在这九周之中，只有三周被分配给军校中的骑行训练，每个人每天只骑一个小时，总计十八个小时。




必须承认，对一名把一年中其余时间都花在农业或工业上的士兵而言，十八个小时的骑行训练太少了
[15]

 。



然后有三周时间是“特殊检阅”（special review）。骑兵团在交替的日子出去训练，这样骑兵又可以骑马九次。



在特殊检阅过后，一些骑兵又会离职休假，只会留下足够每排以二十四列队形出去训练的人数，而这一小撮人总计也只上马九次。



在秋季我们又有三周的训练，但每连只有十列人，且没有任何骑行训练。由此可以得出，在外面，没有一个离职休假的人有多于十八个小时的骑行训练时间，而且在训练中只骑马二十七次。没人知道骑兵事业的难题在哪，反而认为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上花上这些时间显得太多了。



或许有人会问，留下来在职的三十三名骑兵又如何？他们的骑术肯定完美无匹吧？不幸的是，在这些人里面我们必须剔除新兵与“自由兵”
[16]

 。规章允许的这类士兵有十人，在集体中他们的骑术比那些请假离职的还要差，因为他们只有在全体阅兵的时候才出现，其他时候一概不参与骑行训练。



每年每连平均会有八名新兵。因为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培养一名骑手，所以每次都有十六名新兵还处在训练期。在三十六人中，只有七人我们可以期待他们有精湛的骑术。



至于战马，每个排有七十五匹马，每年会接收八匹新马。因为新马非常年轻，三四年内它们不能为部队所用，所以在可用的马匹内，必须减去二十四匹。但是还有一些被马术训练师摒弃的马匹，总有些马因为外形缺陷、病弱或者其他微小的缺点，而被认为不能承担起健全的骑载任务。假设这些马占了总数的七分之一，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剔除十匹马。最终，还有一些马匹要留下来，为新募兵训练所用。这些马几乎不可能被良好地训练，因为它们总是被不同的募兵辗转使用，而且因为每名募兵每天都要骑马，算每人两匹马的话，总共就是十六匹马
[17]

 。这样，整个排只有六十六匹马能得到部分的训练，而只有九匹马能得到完整的训练。



当六十六名士兵中，只有不到七名是训练有素的骑手；而七十五匹马里又只有九匹得到彻底地驯服，这是对骑兵艺术的拖累，而这种艺术又是全军效能的主要动力。



这种不满的呼声是源于以下这个事实：当任何人在军校里看到一个选中的分遣队骑行时，他会被其表演所糊弄，并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团里的每个人都具备这样高超的技艺。顺便一提，农艺堂（Agricultural Hall）展览的狂热爱好者想必能轻易发现这点
[18]

 。只要一个骑兵团的效能可以像一个能干的监察官所要求的那样，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最好的团能带出最优秀的骑手。但有时候，一个训练不精的骑兵团，宁愿其日常工作全被耽搁，也要跑到公众面前表演。就算这种行为有助于吸引募兵，此时也必须要有批评家站出来，并指明其给骑兵部队造成了怎样的损害。




在上文所示的情况下，普鲁士骑兵迅速堕落。腓特烈大帝对此事知根知底，但塞德利茨已殁，无人能助他补偏救弊。再加上他无端地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工作，导致操劳过度，只能时不时地找个机会对现状加以斥责。其中一次在波茨坦（Potsdam）
[19]

 的演讲被马维茨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解释得无比明白。我全文摘录如下：



先生们，我对骑兵的情况完全不满意。骑兵团的状况完全是一片混乱，没有精确性、秩序性可言。骑兵像裁缝一样骑马。我希望这种现象不会再次发生，你们每一个人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自己的职责上，尤其是骑术的锻炼上。



我知道事情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上尉们满脑子只想在自己的中队里发财，而尉官们只想尽可能的请假。你们以为我看不穿你们的花招，但是我心知肚明，而且总结出来。明天，当你们启程回到自己的驻防地，距离目的地还有十里时，中队指挥官会问他的军士长，是否有任何队员住在附近。军士长会回答说：“是的，先生，有一些‘磨坊主’（Müller）和‘农夫’（Meyer）住得很近，而且他们很乐意请假离职。”“非常好，”队长则答道，“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军饷省下来了。今晚把名字给我，他们能如愿以偿。”每次行军都是如此。下级军官请假去探访好友，队长抵达驻防地时，只剩下了一半人。他们带着另一半人的马匹，活像一撮恶名昭著的哥萨克人。



当骑行训练的季节来临时，队长就会叫来军士长说：“我今天早上要去这里或那里开会，告诉中尉，事情就交给他了。”然后军士长就跑到中尉那，把消息转告给他，后者就说：“什么！上尉不会在场！那我打猎去了，告诉少尉，事情就交给他了。”然后估计到现在还没起床的少尉会说：“什么！他们两个人都不在！那我还是继续在床上躺着吧，我昨天晚上一直跳舞到凌晨三点呢。跟准尉说我病了，事情就交给他了。”最后准尉会说：“听着，军士长，我闲着没事为什么要跑到外面去吹凉风呢？这些东西你懂的比我多。还是你自己上吧。”这样一层层推卸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如果敌军压境，我能拿这样的骑兵干什么呢？我告诉你们，我非常看重你们这个部队的价值，我对一个骑兵尉官的期待比对一个步兵校官的期待还要高。当我检阅前哨时，我希望每个负责巡逻的尉官能准确告诉我方圆五里内地面上的全部情况，并能画出简明易懂的略图出来。
[20]





如果我把他派去巡逻，他必须能告诉我敌人的准确位置、兵力详情、对敌之策及道路状况，我能否在上面移动火炮等。当需要进攻的时机来临时，我希望你们都能自己抓住机会，而不是等待姗姗来迟的命令。



你们可以看到我对你们的部队抱了多大的期望。现在走吧，在岗位上务必要尽职尽责，不要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你们。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生动地显示普鲁士骑兵在堕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即使如此，他们也保留了一些优良传统。据马维茨本人称，那是他在阅兵上的第一次露面；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个刚入伍的新兵。分配给他的是一匹瘦骨嶙峋的马，没有讨价的余地。当“进攻”命令下达时，他冲出了队伍，经过上校跑到了空地上。“我本来应该为此而受‘剑刑’
[21]

 ，但是考虑到我年纪尚轻，以及骑的马很明显体质不适，我得以免于斥责。”
[22]



这至少说明有关马术的知识依然是骑兵传统的一部分。它表明完全驯服与驾驭马匹的艺术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与队伍脱节会破坏整体阵型，而不得不对其惩戒。如果一个团里没人能向别人展示如何控马，那么对因骑术不精而犯错的人就不能做出公正的裁决。我记得一个在长谷（Long Valley）接受检阅的骠骑兵团在进攻时队形陷入混乱，士兵因此四散而走，至少有一半的人跑偏了队伍。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因为当我们（皇家工程兵）为在克莱卡尔特山（Clay Cart Hill）上举行的检阅而部署好时，这帮散兵游勇从我们的间隙里穿了过去。就连斯克罗格谷底（Scrogg's Bottom）可怕的障碍也阻挡不了他们的疯狂，我们在另一边看到许多背上没有骑手的马匹跑了出来。在我的记忆里，有3人被发现摔断了腿。




[1]
 见冯·俾斯麦伯爵（Graf von Bismarck）的《塞德利茨传》（Life of Seydlitz）。这名军官（请不要把他与德国首相混淆）虽然是拿破仑战争中的符腾堡骑兵军官，但书中所举事实都是来自七年战争幸存者的一手资料。


[2]
 这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没有军事条令或指令适用于比团更大的单位。


[3]
 译注：第二线的“左翼中队”，根据行伍的大小，一般可以是指第二、四、六、八等偶数中队（同理右翼中队是奇数中队）。“三三一组”指的是三个中队一起行动。


[4]
 译注：亚努斯山。


[5]
 四门二十四磅炮、十二门十二磅炮、两门榴弹炮。


[6]
 译注：指拿破仑在1812年征俄失败后，由于损兵折将而回国征召的新兵。


[7]
 对读者来说克伦威尔的邓巴（Dunbar）会战或许能与之相仿，虽然战术相同，但罗斯巴赫会战的执行难度却要大得多。


[8]
 此文写在现代“人道主义”子弹被引进之前。


[9]
 因为他们采用四条战线的原因，前后两条战线间隔约两百码。


[10]
 译注：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克曼会战。此役英法联军对阵俄军也是以少敌多。英法联军总计有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名士兵与五十六门火炮参战，损失四千六百七十六人；俄军有六万七千九百七十九人参战，损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九人。


[11]
 译注：《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于1763年2月15日，代表了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的终结。


[12]
 译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尔·马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年），普鲁士贵族、骑兵军官、政治家。1813年，他组织并指挥“自由兵团”的志愿骑兵旅，参与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后以中将衔退役，投身政治。


[13]
 见马维茨的《马维茨日记》（Aus-meinem Tagebuch）。此书于1825年出版，是我所知的对1790年至1815年骑兵评述最重要的权威著作之一，我在写此章的这一部分时主要参考了他的日志。


[14]
 译注：指腓特烈大帝。


[15]
 我必须注明，马维茨在这里是给以前的骑兵团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骑行训练，而不是“实用”战术上这个行为进行辩护。


[16]
 “freiwächter”，指推卸掉所有军务，并允许在城镇里从事商贸工作的人。


[17]
 我完全同意马维茨所言。


[18]
 译注：农艺堂是1862年在伦敦伊斯灵顿区开张进行农业展示的地方。在这里莫德想表达的意思是骑兵队伍里士兵良莠不齐。


[19]
 译注：波茨坦与柏林相邻，是普鲁士国王与德国皇帝的夏宫。


[20]
 顺带一提，腓特烈的要求标准并不是很高。他自己的一些地质图画，根据最近临摹重印的来看，也是相当不合格的。


[21]
 “Fuchtel”，用剑击打的体罚。


[22]
 他当时是个年纪很小的骑兵，才十五岁左右。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

在研究大革命时代的战略和战术之时，学者们面临着一大困难：虽然有汗牛充栋的著作描写了军队的战场表现，却鲜有文献涉及各军在交战前的发展与演变
[1]

 。

套路一成不变，交战的军队各有几名步兵、几名骑兵和几名炮兵，确定战斗的结果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人探究各个兵种的内在价值，也没有人思考：如果兵员的质量、征兵的办法和新兵的训练方式发生改变，是否会动摇已得出的推论？

在英国学界，由于过分关注法语史料中的信息，而忽视了本国及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的资料，这让问题更加复杂。

不过分地说，如果研究方向出了偏差，诸如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作战行动》（Operations of War）、克利里（Francis Clery）的《兵种战术》（Minor Tactics）等作品，甚至是我国自1874年颁布的操练手册，都有可能无缘问世。

以我国军事作家的逻辑能力和无可否认的勤奋，只要掌握了充足的证据材料，就能大大缩小与德国的差距，得到令人满意的类似成果。我们很早就给予连和中队指挥官更多的责任，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如今在南非战场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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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蒂埃博




法国旧政权的最后三十年，是一个贫困交加、经济混乱的时代，首先受到波及的是马匹的供给系统——这从根本上影响了骑兵的效能。法国马羸弱不堪，法军在1807年占领奥地利和东普鲁士的产马地后，法国龙骑兵和骠骑兵依旧只能骑十四掌高的矮马，其佼佼者也不过十四点二掌高。

若不是富有的贵族们为狩猎而饲养种马，在法国根本找不到品种优良、训练有素的牲畜。即便是有，也缺少熟练的骑手去驯服。幸运的是，法国人爱在林地中狩猎，而要在崎岖的岩地上骑马穿过茂密的毛榉林，尤其需要训练有素、服从命令的马。即便一匹马能在草原上完美地越过障碍，但进入枫丹白露的树林里也可能四肢无措。伟大的威灵顿公爵常说法军的机动力胜过我军，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茹尔当、奥什和莫罗
[2]

 们的法军在经受淬炼前的状态的最佳描绘来自《蒂埃博男爵将军回忆录》（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Thiébault）
[3]

 ，这部杰作于1894年由他的家人出版。

蒂埃博自幼生活在柏林，父亲任职于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内，深受腓特烈大军的秩序与纪律精神影响——当时普军仍然维持着活跃而强大的表象。返回巴黎时，他还是个孩子。1784年，他第一次在瓦朗谢讷参观法军阅兵式，其感慨值得一读：



我永远忘不了在瓦朗谢讷的经历，当时正赶上阅兵的时间，我生平头一次看到戴假发的军官，他们骑马走在板子上，防止泥水溅到身上，由于天降小雨，还打着雨伞。我平日里所见的普鲁士军队，衣着那样朴素、军容却是那般严整，当我把这番场面与他们相比时，别提有多么震惊和羞耻了。我觉得愤慨、丢脸，越是热爱和尊重法国，就越是想到外国人，尤其是普鲁士人放声嘲笑这幅场景的样子，这令我羞得涨红了脸。




而在二十五年之后，当法国军队在滕佩尔霍夫（Tempelhoff）阅兵场上列队时，普鲁士人再也笑不出来了。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场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读者应该首先阅读德奥特里夫（M.E.d'Hautérive）的杰作《大革命时期的军队1789—1794》（The Army during the Revolution 1789-1794）——《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期刊》杂志于1895年3月刊载了这篇杰作的提纲——以透彻地理解大革命之初募集的武装人员的主要构成。然后，读者应该阅读蒂埃博的著作，了解征兵的方法和士兵的训练水准
[4]

 。

最初的征募形式是国民卫队，他们类似于我国大城市的志愿兵。同样，团中佼佼者投身于各种形式的训练，并着重操练使用冷兵器和射击——尤其在后者上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各团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而这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迅速扩散。在1787年至1792年之间，为了保卫政权，士兵们频繁出动，体验了战斗的严肃性以及服从纪律的必要性。

随着恐怖统治达到高潮，上层阶级的境况变得风雨飘摇，他们争先恐后地去边境行伍里寻求自保，毕竟书信越通畅的地方，浪潮就来得越快。因此，他们开始去前线的部队中求生。

蒂埃博及其友人很早遭到清洗，九月屠杀
[5]

 让他感到厌恶，也暗示了断头台离他并不遥远。1792年，他与其团内的大多数“优秀的”幸存者一起，加入了桑布尔－默兹（Sambre et Meuse）军团，以躲避随时会找上门来的灭顶之灾。

请仔细阅读接下来的每一行，这纯粹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故事：天生的指挥才能指引着他与中上阶层的战友们走向前线。虽然子弹如“瓦尔基里”——神话之中掌握杀戮大权者——一般公正，但是凭借着天生的强健体格和指挥天赋，他们逐步地晋升。在历经几个月的战役之后，这些出身显赫的人就成了军官阶层的主体。每当有一名士兵死于敌手，就有十人因缺乏战胜命运的勇气和体力而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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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屠杀




军队的纪律执行极为残酷专横：断头台在后，敌军在前。能渡过两道劫难的人，可谓真正的自由人和士兵：

士兵可以直视死神，

只有士兵是自由人。


——席勒《马之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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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年6月26日，茹尔当将军指挥法军在弗勒吕斯战胜反法联军




蒂埃博并未直接论述该阶段的战术演化。其例证都在敌军战史的字里行间，特别是沙恩霍斯特
[7]

 的杰作《1791—1794年联军在尼德兰的败因》（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defeat of theallies in the netherlands，1791-94）和米切尔将军（John Mitchell）的数篇文章。蒂埃博向我们展示的是拥有最勇敢的榜样的必要性，以及无条件执行命令的铁律。一名指挥官必须执行自己收到的命令，不容许有任何借口。宁愿光荣地死在敌军的子弹下，也不要事后像罪犯一样死在断头台上。

尽管对于取得的成就而言，军队发展所耗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在1796年，法国已经锻炼出了一支堪称顶级的军队。

上文叙述了军队的总体情况，而骑兵的境况更加糟糕
[8]

 。随着国内饥荒压力的加剧，各团不得不分散队伍去维持秩序，特别是护送从外省运往首都的粮食。他们还面临着“缺席”军官的难题——贵族们把时间和薪水都花费在宫廷里，工作都被丢给下属。正是这些人——真正勤劳的工蜂——后来成了兵役制军队里的军官。

革命战争前的普鲁士骑兵已经写过。至于奥地利人，他们似乎在七年战争的经验中收获甚微。马克上校
[9]

 ——他的名字后来不幸与乌尔姆的投降永远地关联在一起——事实上是一名训练有素、工作勤勉的士兵，他描写过1780年左右的骑兵：


甚至在1769年的时候，骑兵还不会骑马，不能控制自己的战马。没有一个中队控制得住他们的队列，前进还不到五十码，第一排的四十匹战马里至少就有十匹跑到了队伍前面。快速有序地变换队形是没法想象的。但是在1783年，情况已大为不同了。


带来这一改变的是陆军元帅拉齐
[10]

 ，根据数次战役的经验，他在1765年、1769年、1772年、1784年发布了一系列的新条例，并在任期内致力于贯彻其精神。从奥军在荷兰的初期胜利来看，至少有部分团执行了其精神。然而，规模超过二十个中队的大型冲锋非常少，我印象中仅有的战例是在1796年的马尔施（Malsch）和维尔茨堡（后一场战斗中，四十个中队在统一指挥下行动）。

汉诺威的骑兵更接近普鲁士模式，我军的大多数观念都承自他们。德意志其他邦国的骑兵都很差，他们的条例或多或少地模仿了普鲁士。但是他们缺乏马匹的供给，士兵们没有骑马的热忱，抠门的经济政策也一如既往地起着坏影响。

英格兰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各团保持着最低编制，和马尔伯勒时代一样，直到战争爆发之际，才仓促开始战争动员，而在赶赴战场的航行中，又产生了严重的损失。遭此削弱，英军竟然还打得不赖，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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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茨·莫里茨·冯·拉齐元帅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有必要简单提及步兵的战术。

自七年战争以来，武器装备基本没有发生变革，而普鲁士的步兵条例得到各国的争相模仿。

邓达斯的十八种机动方式
[11]

 是我军线列的发端，他只是改编了腓特烈的观点，甚至连瓦尔密的法军
[12]

 也算是以“线列”训练作战的。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纪律执行，线列队形在战斗中分散为“散兵”，散兵先行交火之后，身后的小纵队再发起刺刀进攻。

正如在半岛战争
[13]

 中，开阔地形上的线列火力能够轻易地扫清散兵，在敌军持续稳定的火力面前，纵队根本无法前进。所以法军会寻找地形复杂的郊野，在这种地形下，线列的优势无从施展。由于法军习惯露宿荒野，而且在行军时不顾一切、不计人命——几乎用之不竭的“炮灰”（Chair à canon）让他们拥有这一资本，因此法军可以利用机动力的优势选择阵地。

这是现代疏开队形的真正起源，它并不是人们在和平时代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是由于士兵无法在压力下维持队形而产生的权宜之计。

人数和机动力造就了法军的成功，由于战争时间的延长、决定性会战的缺乏，胜利是以穷尽生命和国家资源为代价的。对于军事发展不幸的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要因，从而掩盖了真相。法军的胜利不是源于疏开队形，而是握有的兵力和部署指挥时不屈不挠的决心。立在征战部队背后的断头台，比面前的敌人更加危险。因此，无论被打败多少次，法国士兵总是能够卷土再来，直到敌军的抵抗消磨殆尽。

针对法军的新战术，联军拆分为多个独立的小纵队——一般是配备炮兵和骑兵的多个步兵旅，这是应对相同敌军的唯一方法。但小规模的部队难以取得决定性结果，统合作战极为困难。就这样，非决定性的战斗持续了数个月，曾经的权宜之计成了固定模式，腓特烈的会战决胜思想不见踪影。几天之内，在二十五至三十英里宽的战场上，总计三万人的几支军队打了一系列分兵战
[14]

 。许多军官——尤其是奥地利的因分兵作战、避免失败而闻名，马克、武姆泽
[15]

 等人均是如此，他们不久即名声远扬
[16]

 。1799年，苏沃洛夫
[17]

 的特雷比亚河会战
[18]

 首先推动了会战决胜的战略思想，但是其影响力被奥地利宫廷的近臣们压抑。最终，拿破仑向世人展示了三大兵种协同攻击的威力。

我们应该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战争演变，与近期的南非战事惊人地相似。我衷心希望我军不要走奥地利人的弯路，误认为会战决胜思想已经过时。为了对付灵活机动的布尔人，我军在南非被迫分散。如果在机动性相同的条件下，敌军不惜一切地寻求决战，战术就将回到常规，胜利只会属于纪律和勇气更佳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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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特利茨会战，法国胸甲骑兵整装待命，准备冲锋




回到骑兵的话题上，在法国北部的初期战斗中，英国和奥地利骑兵赢得了辉煌的战果。

1794年4月24日，维利耶－昂科耶（Villiers en Cauchier），两个奥军骑兵中队和两个英军骑兵（第十五轻龙骑兵团）中队击溃了配备三门火炮的三千名法军。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爵士对这场战斗进行了特别的研究，我将为读者们节录他的著作《骑兵的成就》（Achievements of Cavalry）。

卡托康布雷西（Cateau Cambresis）之战发生于两天后，详细资料可以参考一本不为人知的宝书，即1833年出版的米切尔少将所著《对于当代战术的观点》（Thoughts on Modern Tactics）
[19]

 。此战中，一个奥军胸甲骑兵团与九个英国骑兵中队击败并驱散法国的一个军（两万七千万名步兵和炮兵），俘获三千名士兵和二十二门火炮；同日稍晚，两个奥地利中队和四个英国中队组成的生力纵队将法军彻底击垮，又俘获了一千名士兵和十门炮。我军当日损失十六名军官和三百八十名士兵——相较于战果，代价并不沉重。但正如米切尔将军所说：“在这一场黎明之后，曙光就再未照射到战马们的身上，它们因步兵的火力担惊受怕，驮着不情愿的骑手们远离步兵的刺刀。”

人们必须记得，桑布尔－默兹军团自创建以来，已与敌军交战近两年。而美国内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两年的实战经验对军队纪律的影响有多大。

不幸的是，我遗失了这一时期的部分资料，以下的战斗只找到大纲，详细资料可参见诺兰
[20]

 广受好评的骑兵著作。

同年在汉德舒斯海姆（Handschuhsheim），奥地利骑兵俘获三千名士兵和十门大炮。

1795年美因茨拉锯战白热化之时，奥地利骑兵加入突击纵队，跟随他们杀进工事里再撤出来，以最精彩的方式赢得胜利。

1796年在维尔茨堡，奥军四十个中队在统一指挥下作战，考虑到难以避免的不利地形，其战果也算颇为优秀。在打垮茹尔当的几次战斗中，奥地利骑兵在黑森林的东坡与赖恩河之间、美因河与多瑙河之间、约四千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进行侦察。在现代奥地利的骑兵专家看来，这不逊于当今最出色的演习
[21]

 。

在1797年解围曼图亚的几场战斗中，奥军骑兵表现上佳。但此时，战争的消耗开始显现，马匹损失巨大。军队多次扩充后，充斥着未驯服的年轻马匹，导致无法实现依赖精确机动的“集群”指挥。

1801年在霍赫施泰特（Hochstedt），四十个中队的骑兵集群表现出色。但此后，奥军骑兵再也没有突出的表现。直至1809年从埃克米尔撤退时，奥地利胸甲骑兵的四十个中队连续发起冲锋，掩护了撤退行动。

在这些战役里，普鲁士骑兵不值一提。起初的几年，布吕歇尔
[22]

 指挥骠骑兵打出名声，但普鲁士很快退出了反法同盟。随着将军们逐渐衰老和远离战场，普军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在无能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有关这一切，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论述。

腓特烈大帝的骑兵部队已名不副实，但他们的威名如此显赫，以至于最后险些挽救了普鲁士王国。这点实在是值得一提。

法国骑兵自1800年才开始赢得对手的尊敬，而他们甚至在奥斯特利茨之战后对其自身都没有信心。在进兵乌尔姆、维也纳的途中，面对南德意志的部队和奥地利军队，法国骑兵坚决执行了侦察任务。在奥斯特利茨，法军骑兵向俄军及其盟军发动了几次漂亮的冲锋。但有学识的士兵深知，这无法与塞德利茨时代的冲锋相比，齐滕
[23]

 的骠骑兵的威名仍然只能仰望。因此，法国骑兵在出兵萨勒河前，驻扎于巴伐利亚时，号召实行了许多特殊防护措施——在头盔下挂布料以保护后颈，握缰的手戴上手套，以为一场恶战在即。

在法军跨过边境后，轻骑兵部队像进军乌尔姆时那样一马当先。这些紧张的前哨部队不敢偏离公路，他们在五至七英里外与普军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后者的存在。

随后赶到的步兵率先发现了耶拿的普军前哨，并将其击退。几个小时后，当拿破仑策马穿过城镇，抵达兰德格拉芬贝格（Landgrafenberg），判断自己遭遇了整支普鲁士大军时，当时他的处境在他看来是相当绝望的。

诚然，拿破仑若能及时集中兵力让全军渡过萨勒河，将获得可观的兵力优势。但是萨勒河这一段的地形几乎与图盖拉河
[24]

 一般险峻，两岸绵延着一千二百英尺的崎岖高地。只要一场胜利就将切断普军撤往柏林的退路。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战败又会如何？

拿破仑身处敌国，在河流与波希米亚边境之间的狭地作战，他明白如果强行渡河失败
[25]

 整个德意志和奥地利将会立即起身反抗。

他的决心是卓越的，坚信自己面临整支普军，又无法预料到敌军之后的一系列失误，他无疑深知自己的危机，然而没有一刻的犹豫，就发出让全军左转、以最短路径进军萨勒河的指令。他在当天的一道命令中告知全军，胜利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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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拿破仑的副官拉普将军率领近卫猎骑兵攻击俄军近卫骑兵




随后，他命令拉纳元帅
[26]

 的军开始行动，于夜间在自己的斯皮温山
[27]

 ——兰德格拉芬贝格上修了一条路。抵达的部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路，到日出时，已有三万名士兵挤在狭窄的高地上——现在可没法说它狭窄了。

他们身后和两边毗邻的山谷中仍有纵队正在前进。

幸运的是，浓雾笼罩了原野，否则法军无法通过尖坡和高原间的隘口。一旦普鲁士人察觉到大规模的法军，炮火会在二十分钟内覆盖高地，榴弹炮的轰炸将肆虐稠密的人群。

事实上，普鲁士步兵攻击过，但他们在雾中迷了路，在微不足道的前哨交火之后，就散得七零八落。等到他们中止战斗、返回营地时，法军的真正攻势才开始。随着雾气的散去，普鲁士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分散成三部分的四万两千名普军，从正面和侧翼遭到六万名法军的袭击，后者还有更多的援军。接下来的事情人尽皆知；普鲁士骑兵被分散在各个步兵师里，无法为同一目标而集中起来，他们各自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却无法遏制法军的逐步推进。

相同的命运降临在十五英里外的奥尔施塔特，达武
[28]

 在那里艰难地指挥自己的一个军与布伦瑞克公爵
[29]

 的普军主力交战。若有一个塞德利茨式的指挥官，普鲁士骑兵应该会冲垮法军的步兵，就像五十年前罗斯巴赫的先人那样；但是他们的继承者并没有出现，单个中队的英勇是骑兵的优良传统，可是难以弥补集群战力的缺乏。逃跑的士兵很快与来自耶拿的溃兵合流，下午2点钟的时候，普鲁士的全军都处于撤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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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前夜的形势图




随后，缪拉开始追击，并以不懈的精力执行了任务。他在二十四天之内行军五百英里，以诺德豪森（Nordhausen）、马格德堡、斯德丁和吕贝克为中心线，围剿败逃的敌兵。尽管他的指挥部平均每天只行进二十一英里，但是考虑到时间跨度之大、行军距离之长，以及进程中必须执行的侦察任务，这是一支大规模骑兵武装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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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骑兵统帅若阿基姆·缪拉，指挥过阿布基尔、艾劳、耶拿、莱比锡等战役中的著名骑兵行动




我所写的与其说是骑兵历史笔记，不如说是战略演讲报告。在吸引我详细研究的所有军事行动之中，耶拿战役是一个兼备价值与盛名的惊人案例。对于这场战役，英国的通行观点是相当离谱的，几乎只参照了法国的权威材料
[30]

 ，我的观点也许会使许多读者震惊。然而，从没有一场近代战役得到普鲁士总参谋部如此详尽的研究，也没有一场战役更值得我军深入学习；由于经历过几次小型战役，我军没有与久经和平、过度集权的旧普军堕落到同一水准，但在普军改长期服役为短期服役之前有许多共通之处。对于我军的发展而言，其研究价值无与伦比。

斯皮温山和兰德格拉芬贝格非常相似：高度和坡度几乎完全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前者的雾霾对我军是致命的，而后者的雾霾则成了拿破仑的帮手。

最权威的相关资料是莱托·福贝克（Lettow Vorbeck）的《1806—1807年战争》（Krieg von 1806-7）、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冯·德尔·戈尔茨（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的《罗斯巴赫与耶拿》（Rossbach and Jena）、叙述极其生动的莱曼（Max Lehmann）所著的《沙恩霍斯特传》（Leben Scharnhorst's）以及霍恩洛厄亲王的《战略信札》（Strategische Briefe），这些价值无量的研究文献，已被翻译为英文。近期，约克·冯·瓦尔滕堡（Yorck von Wartenburg）的《作为指挥官的拿破仑》（Napoleon als Feldherr）出了英译本，同样值得一读
[31]

 。

1805年和1806年的战争拓展了法军的马匹来源，在1812年俄罗斯战役结束前，法国一直控制着主要的产马地区，足以为整支军队提供马匹。法军不懂得利用优势，这对欧洲而言是一件幸事：他们有不错的驯马本领——事实上，法国骑兵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表现远胜过我军，但不如英王德意志军团（King's German Leigon）。由于不知在驭马时使其绝对服从，因此法国重骑兵在冲锋时只能保持“快步”。这一问题在后世饱受争议，但我认为，俾斯麦
[32]

 的目击证词是决定性的。

1809年战役期间，俾斯麦服役于符腾堡的骑兵部队中，他在埃克米尔观察到重骑兵的集群行动。描述如下：



与此同时，胸甲骑兵师以快步跟上，他们迎击奥地利预备重骑兵的方式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拉纳军的步兵们停下来向他们欢呼……胸甲骑兵特别强调保持队形的紧密，移动的步伐速度从来不超过快步。军官们会不断地告诉——并不是命令——行伍里的士兵们，“靠拢，胸甲骑兵们，靠拢。”在即将与敌军接触时，将军和上校们会再次重复指令，“前进，前进！”所有的士兵也跟着高喊，但是他们的步调从不会加快。法国人喊“前进”的意思就和俄国人喊“乌拉”一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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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克米尔会战中的骑兵战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近期有两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在巴黎出版。

首先是《骑兵战术历史论文》（Essai Historique sur la Tactique de la Cavalerie），作者为热罗姆少校，据官方材料汇编并总结了法国骑兵自古以来的典型战斗和英勇事迹。关于法军在瓦格拉姆的骑兵集群指挥，既然连这部书也认为不值一提、无可称赞，那么我也无须详细分析。这场会战的经历证明：军队空有数量并无用处，对命令的执行能力和善于集群指挥的将领都是不可缺少的，两者也互不可缺。1813年的法国骑兵，叫塞德利茨指挥也无药可救，而在明登名声扫地的萨克维尔勋爵
[34]

 ——他并不是一个懦夫——也难以指挥塞德利茨的骑兵。

另一部造福后世历史学家的作品是《大革命和帝国战争时期的骑兵》（La Cavalerie dans les Guerres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Empire），该书的作者是军官皮卡尔（Picard），他在索米尔的骑兵学校任教多年，收集了大量武装训练、新兵征募和马匹补充等相关指令。假设这些命令准确传达，并且正确反映了该时期的趋势，而命令的精神得以贯彻，法国骑兵的战绩应该更好。但读过法国人的回忆录——比如费藏萨克（Fezensac）、马尔博
[35]

 、蒂埃博——就会明白，一道命令在前线被执行的时候，与其在巴黎刚发布的时候，可谓天差地别。在休战的间隙里，法军在征服的国家里扎营生活，亦不利于骑术学习和操练。

此外，皮卡尔先生在人名、地名的拼写上粗枝大叶，在二十页之内出现过“Clairfayt”“Clerfait”和“Clairfeyt”三种拼法，不知哪种才是正确的拼写，或许没有一种是对的。

在1792年的莱茵河战事（此处
 ）中，我们读到屈斯蒂纳无法守住兰河的阵地，并撤退到了“柯尼希施泰因”（Koenigstein）和“汉堡”（Hamburg）的山地里。

我曾经长期在兰河流域生活过，从没有听过那里有名为柯尼希施泰因的地方，德累斯顿附近的萨克森小瑞士倒有著名的同名地方，我也知道易北河口的汉堡市。但是在十行之后，我们发现屈斯蒂纳回到了美因茨一带，他在这次惊人的行军中前往波希米亚边境，又在十六天之内抵达北海。这时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堡”应该是“巴特洪堡”（Bad Homburg vor der Höhe），“柯尼希施泰因的山地”则是在陶努斯山区（the Taunus）
[36]

 ，不过那里算不上山地，只是较高的丘陵而已。

在总结革命军队的敌方骑兵时，他提到了西班牙、荷兰和皮埃蒙特，却对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只字未提。提到1793年的荷兰战役时英国和奥地利骑兵少有的几次胜利，他如是写道：



然而，这些骑兵只知道如何冲锋陷阵，却不采用正确的方式。在其他战斗中，英国骑兵勇敢而善骑，但是普遍表现糟糕：他们战马的装备较差，骑手也并非净是能手。




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知，这个评论相当到位；然而，在维利耶－昂科耶和卡托康布雷西输给我军的部队，水平又如何呢？

我在这本书上大费笔墨，是为了揭露法国军事研究中的偏见。既然我们能在这样一位骑兵专家的著作里找到这么多错误，那些学识稍逊的作者又如何呢？

正如我此前所说，米切尔将军是英国少数清楚骑兵的定义及其在合适训练与指挥下之作用的军事作家之一。他是一名炮兵，并不偏袒和喜爱骑兵——他无疑比内皮尔
[37]

 更公正。

在一篇论文里，他如此评价半岛战争中的英军骑兵：



公认的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配不上收获的奖赏。在约翰·穆尔爵士的战役
[38]

 中，他们无往不利，如果状态保持下去，不知道能赢得多少荣誉。但是在塔拉韦腊的失败——他们在报告中绝口不提——彻底地挫伤了骑兵的锐气。



在萨拉曼卡，随着全军出击的命令，胜利的激情在队列之间洋溢，并传递到了骑兵之中，他们在会战中、追击时都上演了勇猛而有效的冲锋。然而从布尔戈斯撤退时，他们的表现又变差了。最糟糕的是维多利亚之战，骑兵本应摧毁已被击垮的法国步兵，却放任他们逃走了。




这样的批评是公正的，但我在前文中也提过，在所有的海外作战中，我军都面临着诸多劣势。在半岛战争中，由于运送骑兵的距离和必经暴风雨地带的影响，这些劣势被放大了。相比乘坐现代邮轮从南安普敦到好望角，乘帆船到里斯本的旅途要艰难得多，我军在航行中的损失是近代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大规模的骑兵战中不占优势，并不令人意外；由于条件限制，即使士兵投入了必要的关心与注意力，也难以妥善地养护马匹——根据公爵本人、敌军及英王德意志军团军官的证言，他们也并未尽心尽力。

面对步兵时，我军骑兵的战绩更好。骑兵对步兵无需精准的机动和密集冲锋，需要的是在地形复杂的原野上保持步调和大胆前进。因此，我军的八次冲锋，有五次成功、两次失败，只有一次成了赤裸裸的灾难。

篇幅不允许我一一详述，我只抽取一个典型战例以证明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我军展示出的战斗力。

这是萨拉曼卡会战当天的第三次冲锋，勒马钱特
[39]

 的重骑兵旅与未受动摇的法国步兵交战。以下叙述来自一名热忱的步兵信徒，他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写下这段文字，署名为“A. Z.”：



战场的地貌是一片开阔的常青栎树林，且随着骑兵的行进，树林越来越茂密，导致三个团的士兵相互混进了彼此的队列里。同时，随着右翼被挤过来，他们的正面不断发生改变，整个队列成了一条密不透风的横队。他们并没有任何混乱，以这种队形迅速冲向了前方的另一个法国步兵旅，后者借着树林的地形，排列成四分之一纵队
[40]

 ，准备迎击这次冲锋。



法国士兵们相当冷静地没有开火，直到英国骑兵进入二十码之内，才将火力倾泻而出，极其沉重地打击了这批密集的人马。



勇敢的勒马钱特和他的参谋怀特上尉被打死，埃利上校负伤，接近三分之一的龙骑兵跌下战马。然而，由于其他人还能控制住战马向前冲，他们成功地击破了法军的阵线，使其陷入彻底的混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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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骑兵将领勒马钱特在萨拉曼卡会战中战死




作者的目的是证明方阵队形的牢固，而在我看来，他所证明的正好相反。据其叙述，法军士兵冷静而富有经验，占据地形优势，并排列成该地形中最利于发挥火力的队形，但他们却无力阻止队形在战斗中产生混乱或被地形阻碍，甚至还有三分之一的骑兵落马。遗憾的是，根据官方的报告，各团的伤亡数与A. Z.的断言并不相符：在整天的战斗中，该旅仅有四名军官、九十四名士兵和一百四十匹马伤亡，其中阵亡者只有二十三名士兵和六十八匹马，而这三个团在战斗当日早晨至少有一千人马。

关于侦察行动，当时的抱怨声和现在一样多，我们乐于见到它对敌军的打击。马尔博的回忆录里，有一卷讲述他在西班牙的冒险，其中抱怨了无处不在的英军参谋和骑兵军官：



他们骑着漂亮的纯种马，在我军纵队的侧翼为所欲为。他们沉着地闯进滑膛枪的射程以内，悄然记下部队的番号和特点。如果我军派出骑兵追赶，他们就躲到最近的障碍物后面：他们能轻松跃过障碍，而我军装备沉重的骑兵只好望而却步。




事实上，1872年博尼耶（Bonie）上校的回忆录里出现了几乎相同的内容，描述了无处不在的枪骑兵对法军的折磨。在滑铁卢，米夫林
[41]

 观察过公爵的参谋军官——滑铁卢属于下一章的范畴，先在这里注出：



他们胯下的好马拥有高贵的英格兰血统，如果公爵说一封信“要快”，这些无畏的骑手能在一小时内跑完十八英里，并引以为豪。




要做到一小时跑完十八英里，马匹的质量和骑手的判断力缺一不可——这反映了当时的欧陆观察者对我军骑术的深刻印象。柏林—维也纳往返赛马的赢家冯·赖岑施泰因
[42]

 正从比勒陀利亚返回故乡，他若是出版回忆录，不知将在书里如何评价我军？




[1]
 这一现象现在也在改变。大量基于各国战争部档案的资料正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出版。我们何不效仿呢？


[2]
 译注：让－巴蒂斯特·茹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1762—1833年）、路易·拉扎尔·奥什（Louis Lazare Hoche，1768—1797年）、让·维克托·马里·莫罗（Jean Victor Marie Moreau，1763—1813年）均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第一帝国时期将领。


[3]
 保罗·蒂埃博（Paul Thiébault，1769—1846年）曾在拿破仑麾下作战，他撰写的回忆录成为研究第一帝国时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4]
 布维耶（Felix Bouvier）的《1796年战役》（Campagne de 1796）、德库尼亚克（de Cugnac）的《1800年的预备军团》（Armée de Réserve，1800）和科林（Jean Colin）的《1793年阿尔萨斯战役》（Campagne de 1793 en Alsace）现在也该被列进书单中，书籍每周都在增加。自从本书被送往出版社后，又多了三本大部头著作等待着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图书馆的注意。


[5]
 译注：1792年9月2日，凡尔登被外国联军攻陷，首都危在旦夕，巴黎城内谣传囚犯阴谋暴动。听到消息的群众涌入监狱，在2日到6日未经审判处决千余名犯人，史称“九月屠杀”。


[6]
 译注：出自席勒的《华伦斯坦》第一部第十一幕，这段文字后来被谱曲，成为德国流行的军歌。


[7]
 译注：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年），普鲁士军事家。普鲁士军队的首任参谋长，在普鲁士惨败给法国后，主持了对普军的改革。


[8]
 无论如何，骠骑兵依然把君主主义的本质和18世纪的传统保留到了1805—1807年，马尔博对1796年骠骑兵的描写也适用于以后的骠骑兵。参见德库尼亚克的《1805年德意志战役》（Campagne en Allemand，1805）。


[9]
 译注：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Karl Mack von Leiberich，1752—1828年），奥地利中将，参加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奥土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805年担任奥军参谋长，但由于决策失误，他指挥的奥军被拿破仑围困在乌尔姆，最终被迫投降。


[10]
 译注：弗朗茨·莫里茨·冯·拉齐（Franz Moritz von Lacy，1725—1801年），奥地利元帅，约瑟夫二世的好友，在七年战争后，他主持了奥军的军事改革，包括制定新的条例、军事法典和后勤体制。


[11]
 译注：指大卫·邓达斯（David Dundas，1735—1820年）撰写的操典《军事机动的原则》，他按照腓特烈军队的模式划分了十八种战术机动方法。


[12]
 译注：指1792年瓦尔密战役中，法国青年志愿军击退了来犯的普奥联军，这场战役被宣扬为“人民的军队打败了旧军队”，此后法军一转防守态势，开始向外扩张。


[13]
 译注：拿破仑战争中的一部分，战争从1808年由法国军队占领西班牙开始，至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结束。


[14]
 如1800年的斯托克巴赫会战。


[15]
 译注：原文作“weireuthers”，疑误。达戈贝特·西格蒙德·冯·武姆泽（Dagobert Sigmund von Wurmser，1724—1797年），奥地利陆军元帅。参加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使武姆泽出名的原因是他在1796年意大利战役中与拿破仑对垒时吃的一系列败仗。


[16]
 武姆泽和马克两人分别在1797年和1805年败给拿破仑并投降。


[17]
 译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Alexander Vasilyevich Suvorov，1730—1800年），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奥地利帝国元帅，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常胜将军之一，著有军事学名著《制胜的科学》。


[18]
 译注：1799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时期，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北部遭惨败的一次战斗。


[19]
 译注：系1838年出版的《对于战术和军事组织的观点》（Thoughts on tactic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20]
 译注：路易·爱德华·诺兰（Louis Edward Nolan，1818—1854年），英国骑兵军官，早年曾就读于奥地利的军事学校并在奥军中服役；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他是轻骑兵旅冲锋（见第十章）的传令官，并在战斗中阵亡；著有《骑兵再上马训练：新体系》（The Training of Cavalry Remount Horses，1852）和名作《骑兵：历史与战术》（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1853）。


[21]
 见克里格尔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战争的精神与物质》。这部杰作的第一卷于1896年在维也纳出现，当时奥地利的档案馆首次对公众开放，它是一部研究作品的典范。某位普鲁士将军、当今仅有的几位拿破仑时代史专家之一，对我说，他认为自从1836年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以来，这是第一部抓住了战争本质的著作。在该书出版时，作者还是奥军参谋部里的一名有十三年资历的尉官。


[22]
 译注：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年），普鲁士元帅，瓦尔施塔特侯爵，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名声远扬。他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为他赢得了“前进元帅”的称号。


[23]
 译注：汉斯·若阿欣·冯·齐滕（Hans Joachim von Zieten，1699—1786年），腓特烈二世时期的普军骑兵名将。


[24]
 译注：南非的一条河流。在布尔战争中，英军曾在其流域作战，并渡过该河。


[25]
 这是一项极难的任务，在当时的武器条件下，法军无法像我军渡过图盖拉河一样，在己方的岸边利用炮火掩护行动。


[26]
 译注：让·拉纳（Jean Lannes，1769—1809年），法兰西帝国元帅，1806年指挥第五军。


[27]
 译注：图盖拉河附近的一座山，在1900年的斯皮温山会战中，布尔人据守此地，打败了进攻的英军。


[28]
 译注：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1770—1823年），法兰西帝国元帅，1806年指挥第三军，在奥尔施塔特孤军击败普军主力，获封奥尔施塔特公爵。


[29]
 译注：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1735—1806年），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普鲁士陆军元帅，成名于七年战争；1806年指挥普军主力，在奥尔施塔特惨败于法军达武所部，战后伤重不治而亡。


[30]
 比如哈姆利的叙述，只是转述了若米尼（译注：指安托万－亨利·若米尼，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军事作家）不足为信的战史。


[31]
 还要推荐富卡尔（Paul Jean Foucart）的《1806—1807战役》（Campagne 1806-7），它是法军参谋部出版的一套书中的一本，在我写完上文之后才出版。


[32]
 译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冯·俾斯麦（Friedrich Wilhelm von Bismarck，1783—1860年），符腾堡将领、外交家和军事作家，1809年至1813年在拿破仑麾下的符腾堡军队中作战。


[33]
 见冯·俾斯麦的《骑兵战术》（Cavalry Tactics），由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比米什上尉翻译。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藏有一本。


[34]
 译注：乔治·杰曼（George Germain，1716—1785年），第一代萨克维尔子爵，他在明登之战中，不顾多次命令，拒绝出动骑兵追击，被免除军职。


[35]
 译注：马塞兰·马尔博（Jean-Baptiste Antoine Marcellin Marbot，1782—1854年），法军轻骑兵军官、帝国男爵，参与过拿破仑战争的诸多主要战役。文笔颇佳，拿破仑在遗嘱中希望他“继续写作，捍卫法国军队的荣誉”。1891年，他的回忆录被其家人公开，成为拿破仑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


[36]
 译注：陶努山位于德意志的黑森州，最高海拔八百七十八米。陶努斯山区柯尼希施泰因（Königsteinim Taunus）是当地的一个城镇。


[37]
 译注：威廉·内皮尔爵士（William Francis Patrick Napier，1785—1860年），英国炮兵军官和军史学家，曾参加过半岛战争，并著有六卷本的《1807—1814年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38]
 译注：1808—1809年，一支英军登陆葡萄牙，试图阻止法军控制伊比利亚半岛，后由约翰·穆尔（John Moore，1776—1809年）接任指挥官。拿破仑的主力军队进入半岛后将其击退，穆尔在掩护撤退时中炮身亡。


[39]
 译注：约翰·勒马钱特（John Le Marchant，1766—1812年），英国骑兵军官，英国军事学院的创始人，1812年在萨拉曼卡之战中阵亡。


[40]
 译注：一种较为密集的纵队队形，间距为普通纵队四分之一。


[41]
 译注：卡尔·冯·米夫林（Karl Freiherr von Müffling，1775—1851年），普鲁士元帅，军事理论家。在滑铁卢之战中担任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联络官。


[42]
 他在比赛中骑的英国纯种马，是从塔特索尔赛拍卖行购得的“一名留洋军官的财产”。






第八章


法国骑兵的衰落

如果对于我军在南非行动迟缓、浪费马匹之事而心存焦虑，那么我建议最好研究下拿破仑的俄罗斯战役，看看在类似的地形和差劲的机动性困境下，最杰出的战争大师遭遇如何。

[image: ]

◎　拿破仑大军团跨越涅曼河




法军越过的边境线长度，有从金伯利到巴苏陀（Basuto）的距离那么长——从边境线到莫斯科的距离，近似奥兰治河到比勒陀利亚的距离，而南非草原与俄国平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拿破仑的骑兵在抵达涅曼河
[1]

 前，并未经历七千英里的蒸汽船和铁路运输，他们的大敌哥萨克骑兵大多仅装备弓和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力成了战争胜负的关键，以至于这支现代欧洲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骑兵武装，在撤退之前几乎就被消灭殆尽。

俄国人几乎一仗未打就达成了战争目标；如果两军配备现代的连发步枪，法军又会有何种命运？

1812年的法国大军至少集结了合计五百二十六个中队
[2]

 的九万五千名骑兵，其中二百四十四个中队隶属骑兵预备役，三百零二个中队分配到各个军。

预备骑兵被分为四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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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热罗姆的《骑兵战术历史论文》。但其总数并不相符，我推测相差的人数留在了兵站




其余的骑兵划分至十一个军内，一般十六个中队编组为一个师，奥地利军的师有五十四个中队，贝西埃尔
[3]

 的帝国近卫军则有三十五个中队。

莫朗将军
[4]

 笔下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法军后来的困境：



来自欧洲各地的骑兵披挂着光彩夺目的黄金与钢铁，构成了一幅何等壮丽的画卷。在六月的阳光下，在涅曼河畔的山坡上展开无边无际的队列，闪耀着热忱与无畏。那些与哥萨克骑兵纠缠的徒劳行军，又是多么令人痛苦的回忆。他们对俄国解放的贡献甚至胜过帝国的正规军！



每一天，他们漫无边际的队列都会出现在地平线上，机敏的侦察兵甚至敢冲进我军的队列里挑衅。当我们整队进军，即将逮到他们时，又突然不见踪影，地平线上只留下白桦树和松树林。



而一小时后，当我军的战马进食时，攻击又开始了。哥萨克的黑色队列再次现身，故伎重施，并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就这样，华丽和英勇的骑兵在疲惫中严重消耗了体力。而那些被人认为不值一提的哥萨克战士则拯救了帝国，他们堪称国家真正的支柱、唯一的解放者。更让我们懊恼的是，哥萨克骑兵的数量远少于我军，且只配备了最轻量级的炮兵，杀伤力非常小。值得一提的是，敌军的指挥官堪称勇者，并在每次行动中都得到坚韧的步兵之支援。带着战利品与荣誉，哥萨克骑兵回到了多瑙河畔。而忠于国家荣誉的我军勇士们，他们的尸骸和武器遍布俄国的土地
[5]

 。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生动的描述，也在于它所忽视的内容。作者的观点显然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并未找到这支精锐之师遭遇惨败而毁灭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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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长矛的俄国哥萨克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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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1813年对俄战争中法军人力持续损失示意图》，由法国工程师、数据地图的先驱夏尔·米纳尔（Charles Joseph Minard）绘制于1869年。图中呈现了拿破仑军队的行军动向（红色为进军路线，黑色为撤退路线）、人数变化（原图一毫米代表一万人）及俄国的气温变化（下方的折线图表）等多维度的信息，被誉为史上最杰出的信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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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罗季诺会战中，法军与俄国胸甲骑兵交锋




我们知道，哥萨克骑兵的质量和机动力都称不上出色，他们显然逊色于在埃及被法军打败过的土耳其和马穆鲁克骑兵。即使集结全俄国的哥萨克之力，恐怕也无法阻挡齐滕的骑兵部队几个小时。

事实上，在法国大军跨过涅曼河之前，对职责的使命感几乎就已在军中绝迹。法军热衷奢华和炫耀的缺点加重了战马的负担，而忽视了决定骑兵战斗力的关键细节，使牲畜处于挨饿状态，再加上管理不善，致使其愈加难以承担毁灭性的负重。

越过边界之后的几天内，有几百匹马因为食用青饲料
[6]

 而倒下，全军机动力锐降，只有在敌军的刺激下，才会偶尔短暂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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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由于遭受俄军的沉重打击，“别列津纳”由此成为法语中“灾难”的代名词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四版）的第二卷第70页，描绘了整支军队迅速瓦解的惊人场景：



6月24日，当入侵军的主力部队渡过涅曼河时，他们有三十万一千人之多。在前往斯摩棱斯克途中分派出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此时应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而实际上只剩下十八万两千人。也就是说，减员达到十万五千五百人，其中能证明的战斗减员至多一万人。以直线计算，行军路线约三百英里，花费时长五十二天，平均每天减员一千八百二十七人，每英里减员三百一十六人。




三周后，在博罗季诺，法军减员数增至十四万四千；八天后抵达莫斯科时，增至十九万八千，当然其中包括会战中的损失（总计约三万人）。应该指出，法军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休整，第一次是在维尔纳
[7]

 停留了十四天，另一次是在维捷布斯克停留十一天，这段时间足够让成千上万的掉队士兵归队，事实也是如此。总距离为五百英里，平原地形和天气状况都适宜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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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塞兰·马尔博




而在法军的撤退中，寒冷程度无疑遭到过度夸大。事实上，当法军抵达别列津纳河时，这条流速缓慢、不甚凶险的河流都没有结冰，工兵能够涉水筑桥。当日，马尔博两次骑马渡河，都佐证了当时的气候并不恶劣；且其寒冷程度肯定不及1794年的美因茨。在1794年，宽达六百码、水流时速二点五英里的莱茵河段都结上了冰。法军的士兵和马匹不缺御寒衣物，他们从莫斯科带走了够穿两趟旅程的毛皮大衣，而食物肯定也不缺——可以食用马的尸体。困守在美因茨的军队，想必渴求其一半的条件。纪律的精神已消亡，三分之二的士兵彻底被恐慌击垮。别列津纳桥上的恐慌场面人尽皆知，却鲜有人知道，这条溪流可以轻易涉过，正如马尔博和其他目击者所证明的那样。只要有一点先见之明，指挥士兵在适当的地点冲下河堤，渡过河的代价只是浸湿一双脚。诚然这在阴冷天气中也相当糟糕，但法军不缺少木柴，即使火柴奇缺，滑膛枪的燧发机也能点火。

直到皇帝离开军队，严寒才真正到来。马尔博的统计证明，仍然保持纪律的几个军并未遭受严重的损失。

马尔博从属于圣西尔
[8]

 所部驻守在波拉茨克（Polotsk）
[9]

 ，直到渡过别列津纳河（11月28日）前一两天，他才重返法军主力部队。他指挥的第二十三猎骑兵团有一千零十八人踏上战场，并在战役中接收了三十名新兵，最终有六百六十三人回到涅曼河，共有一百零九人阵亡、六十五人受伤、七十七人被俘、一百零四人失踪。虽然没有去莫斯科，却经历了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战斗。正是由于对士兵的细致考虑，才保持了较低的伤亡率。他根据古尔戈
[10]

 手里的拿破仑手写笔记，估计了大军团在返程中的伤亡人数。

渡过涅曼河的各国军队总数为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法军十五万五千四百人、联军十七万六千五百人。后者在抵达各自的国家后自行解散，因而无法准确计算损失数目。不过，共有六万名法军重新渡过涅曼河，与第一次渡河的人数相差九万五千人，其中有三万人被俘虏，后在1814年的和平时期遣返回国。换言之，实际上只有六万五千名法国人死在俄国，其中半数是阵亡或重伤不治。

事实证明，疲惫的状况也没有想象中严重。在重重的困难中，军中的兵痞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甚至有精力在夜里扮成哥萨克骚扰营地。他们盗窃、谋杀，并大肆劫掠。马尔博告诉我们，这些流氓大多是波兰人，他们后来被纪律严明的士兵们设伏一网打尽。

他们被带到迈森将军
[11]

 面前，辩称只是闹着玩。将军严肃地回答：“此时此地不容胡闹！”下令把这一伙人就地枪决，此后便再未听说过这种流氓行径。

在真正艰难的时候，缺乏自制力的“恶棍”往往最先垮掉，既然他们还有精力找乐子，说明情况并不如人们描绘的那样糟糕。

实际上，人们越深入研究这场战役，就越能够确信，纪律涣散是整场灾难的主因；而纪律涣散的直接原因是拿破仑一手建立的独裁体制——拿破仑的个人经验表明，他的下属缺乏在战场上紧密合作的积极性、训练度和善意。

他吓唬过贝尔蒂埃
[12]

 和大多数元帅。马尔博举过在俄罗斯及其他战役中的许多例证：军长和师长向拿破仑请求指示，却只收到“没有命令”的回复，而随后命令又如期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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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战役中的青年统帅拿破仑·波拿巴




骑兵永远是集权过度和纪律涣散的第一个受害者，因此只有五百名法军骑兵顺利从莫斯科回到斯摩棱斯克，也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无论如何，这场战役都值得我国学界更加深入地研究，不仅涉及战术上的思考，还有战时军队的组织、和平时期军队各级的训练问题。若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便无法完成一场扎实的军队改革。

这场战役反映了“一言堂”的局限，并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谬论：一名伟大指挥官能独自指挥庞大的现代军队。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天才人物把握全局，把师整合为军、把军整合为军团是很容易的，但在执行上则困难重重。除非有一所又一所货真价实的“战争学院”，让所有军官在和平时期训练命令的发布与执行，而这种体制如今只有德军在完美地运行。

下级指挥官的主动性是一道难题，既不应抑制，也不应过分鼓励，应把握两者间的平衡，赋予每个等级、每个人各自能承担的责任。在确保思想与行动统一的同时，不要让主动性被烦琐的命令扼杀。

毁灭拿破仑的第一个错误，是他在向意大利军团的著名并为人神化的演讲
[13]

 中，唤醒了劫掠和个人崇拜的意识。他解放了追随者们的野心与贪欲，又试图用规章制度加以限制。正因如此，他的政权统治还不及二十年，部下的元帅和骑兵指挥官就不再恪守职责。

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比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与当年的克伦威尔一样，他们注意到了国家蒙难所激发的责任意识与爱国主义。在不阻碍活力和野心的前提之下，他们教导其追随者在公共利益前牺牲个人目标，其成果为任何研究过1870年历史的人所熟知的。

我国正处于中间位置，还有海外帝国所带来的特殊难题有待解决。但是可以预见，当责任感在步兵和骑兵中传播后，野心家也将忠于其连或中队，奉献出追名逐利的精力
[14]

 ，我们不再区分彼此是骑兵还是步兵、将军还是参谋，祖国在欧洲的突发战事中将有所依靠。

皇帝返回巴黎之后组建了新的军队，这里不做详述。无论如何，他募集了大批的士兵，却难以求得合适的好马，也缺乏像过去一样训练的时间。从此以后，法国骑兵的战斗几乎没有战术可言。

有时指挥官还没有丧失决心，但骑兵已失去控制。尽管在少数战例中——如德累斯顿会战，骑兵集群的行动方向与命令相符；总体而言，表现相当糟糕。

下文节选自霍恩洛厄亲王《关于骑兵的对话》，其内容可能招致激烈的批评，但将证明我说的并非毫无根据（“霍”指亲王本人，“森”指著名骑兵专家森夫特·冯·皮尔萨赫将军）：



霍：“即使是单兵训练不足的骑兵部队，只要按照腓特烈大帝的原则去指挥，也一定能在‘集群’中发挥优势。”



森：“恕我反对这个观点。”



霍：“以缪拉为例，他的骑兵在单兵训练上不足平均水准，却有许多辉煌的胜利。”



森：“缪拉并没有按照腓特烈大帝的原则指挥骑兵。他会组织深厚的大规模纵队，在移动中发动对目标的进攻。在这种队形里，骑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战马的方向。另外，为了保持队形的紧密，缪拉的骑兵通常以快步发动攻击，这也和腓特烈的原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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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骑兵统帅缪拉（左一）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骑兵战中险些被俘





霍：“士兵的确没法控制自己的战马。我的叔叔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Libertwolkwitz）
[15]

 指挥一个旅迎战缪拉的密集冲锋，他告诉我，他的坐骑不听指挥（他自己的战马被打死，刚刚换上另一匹马），带着他冲向缪拉的部队，并在十步的距离外与法军擦身而过。敌人的骑兵咒骂着向他攻击，但是没有一个能驾驭坐骑到他身边的，他们一旦选定了方向，就只能以纵深的大规模队列杂乱无序地猛冲过去。虽然缪拉的骑兵以快步开始进攻，却自发地或者说不由自主地演变为全速奔跑。他们的队形也没有保持紧密，至少没有维持住秩序，我叔叔形容他们是一群亡命的暴徒。”



森：“你提到的失控的冲锋，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穿过了俄军的几个炮兵连，然后遭遇数个联军骑兵团的冲锋反击，后者虽然面临数量上的巨大劣势，却一下子赶跑了他们。”



霍：“可是在哈格尔斯贝格（Hagelsberg）
[16]

 和马维茨的指挥下，尽管是刚刚征募的骑兵，战马也未经训练、缺乏纪律，却赢得了胜利。”



森：“马维茨刚刚征募的骑兵部队里，有许多经过良好训练的能干老兵。但首次冲锋就因失去控制而无法继续作战的骑兵是无用的。冯·俾斯麦上校不敢让他们再冲锋第二次，他说：‘他们太容易分散了。至于我是否应该重新评估某个人，那是另一回事。我担不起责任……’我倾向于认为骑兵失控了，只是碰巧跑对了方向。”



霍：“你的批判会不会太过激了？”



森：“也许我整体上表达得太激烈了。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六个团组成的某骑兵师被打败，同一编制的另一个师前去解救。由于一次失误，前者在混乱中全速冲向了后者，导致两个师都在慌乱中失去控制。”



霍：“我得说，我不记得在军事史上发生过十二个骑兵团集体失控的战例。”



森：“大概没有。这个战例发生于友军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敌军。”



霍：“他们该庆幸这没有发生在战争中，不然两个师都会被斥为懦夫，蒙受耻辱。”



森：“但他们或许并不怯懦。容易失控的骑兵部队，不管多么勇敢都有可能失去控制。我说过失控的方向是无关紧要的，你现在觉得如何？”
[17]






后文会详细讲述马维茨的骑兵。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历史学家聪明地粉饰了叙述的方式，以至于多年之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之战
[18]

 的骑兵集群指挥还被我国军官奉为教科书，上述引文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既然法国人在战场上失败了，他们的骑兵战无疑就不值得效仿。

下文选自普鲁士骑兵上尉甘曹格（Ganzauge）的日记，转引于米切尔将军的著作，生动地描绘了骑兵指挥方式的反例：



当我军（顿河哥萨克）试图击退先头的部队时，一支人数远超我军的骑兵部队从镇上急促地赶来，并在我军的前方整队，组成了中队纵队，在散兵败退以后，我军面前只剩下这支密集的队伍。哥萨克难以与大规模的部队交锋，发起攻击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本能与命令的驱使下，他们发起了攻击。法军以短促的快步迎击，或许是担心俄国人冲入中队之间的间隙，他们收拢了间距，以这一队形直接插入了我军阵线的中央。哥萨克们立即散开，向敌军纵队的侧翼和后方发起猛攻；法国人发现前方没有敌人，很快停止了前进。与此同时，顿河的勇士们仍然在向人群开火，并用长矛刺穿侧翼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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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上举枪射击的法国龙骑兵形象







法军在这时彻底陷入混乱，无力进行任何阵型的变换，而哥萨克无法以紧密的秩序行动。哥萨克们完全没想到，眼前混乱的人群竟然被这次大胆的袭击驱散了。法军的侧翼队列朝外，后方的队列已经往右去了。整个队伍抄起他们的卡宾枪，整齐而无杀伤力的射击持续了半小时。最后，几支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带着炮兵赶来，几发炮弹就解救了窘境中的法国骑兵；一大群哥萨克骑兵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场战斗完美地证明，由于缺乏机动技巧和战斗本能，法国骑兵习惯集结纵队。正规骑兵在良好、英勇的指挥下，以其三分之一的人数即能轻松击退三个团的哥萨克。这场战斗也证明，哥萨克骑兵完全不适合发动猛烈冲击，他们松散的队形和不合常规的战斗方式鲜有收效。




一个月后，发生了一起更加有启发性的战例，反映了法军对于马上射击的依赖：



当哥萨克正在列队的时候，法军也完成了移动。他们在后方留下一支极少的预备队，整支部队组成一列紧密如墙的横队。哥萨克杀向了这支笨拙的骑兵队伍，但遭到卡宾枪火力的猛烈还击，法军连马刀都没有拔。俄国人起初在火力之下崩溃，又组织起第二波攻势，敌军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我料想将遭到攻击，但是我错了。法国人只是转向外侧，在中队之间拉开必要的间距，达到这个目的后，又转向前方。我猜测，这次变阵是为了防止侧翼包抄——哥萨克骑兵惯用的作战方法。哥萨克们被严令禁止在火力下退缩，军官们来到队伍后方，他们得到了砍杀临阵退缩者的命令。在正面进攻的同时，还有几个中队负责包抄侧翼。这些命令得到了准确的执行。哥萨克骑兵冲向法军，包围了他们的中队；我看到拿着卡宾枪向我军开火的龙骑兵们，来不及拔剑就被驱散或砍杀。起初，法军停在原地，奋力抵抗着运动中的敌军。但当几个中队转身逃跑时，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溃败。预备队也没有支援，加入了逃跑的队伍，四散的骑兵很快遍布原野。没有半个中队是在一起的。这是一场彻底的追杀，大多数人落下马来沦为战俘。法军的战败完全归咎于机动力不足，以及由此对自身本领的不信赖。




另一个值得引用的例子，记载了机动力强的骑兵如何打击哥萨克。叙述者相同：



我军大意地追击着前方的法军，在接近几座小丘时，一个被地势挡住的猎骑兵团出现了。幸运的是，他们以中队为单位排成纵队，只是以快步进攻过来，被我军轻易地避开了。战斗伊始，哥萨克的指挥官把半数士兵留在后方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又阻挡了法国人。当第二阵线加入我军的队列后，法军立即停下进军，驱走了散兵，转身以快步撤退，一大群哥萨克骑兵紧追其后。追了一段距离后，另一支敌方骑兵以急促的快步向我军左翼袭来；看上去是阿尔萨斯骠骑兵的两个中队。我军指挥官分派出一支队伍迎击，留下右翼和中路与猎骑兵交战——后者再次停下，并重整了队形。随后，骠骑兵吹响冲锋号，先头部队的身后又有两个被遮挡住的中队从两翼杀出，他们变换为横队，整支队伍一枪未放，全速猛攻。两分钟之内，战场上就不剩一个哥萨克了。




在米切尔将军的书中，还有更多引人入胜的战例，限于篇幅不再引用，请读者们先看他的结论。他如此写道：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骑兵排成纵队、以快步去进攻羸弱的部队（哥萨克），然后又聚拢在一起，试图用卡宾枪的火力击退之；面对同样的敌人，他们一再组成横队齐射，却忘记了身旁的马刀，只有撤退时才会想起马刺：拿破仑的这些快步冲锋、跑步撤退的士兵，有时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战斗，无疑是根据他的原则进行训练的，由此我们能窥见帝国军队里流行的骑兵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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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滑铁卢会战之中，一名英军龙骑兵中士夺取了法国第四十五步兵团的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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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破损的胸甲是法国骑兵安托万·福沃在滑铁卢会战中所穿，一颗炮弹在当天打中了福沃的胸口，并夺去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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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铁卢之战，法国元帅奈伊指挥法国骑兵发动冲锋




1900年，我军在演习中裁定骑兵胜负的规则，依然是基于这些骑兵部队的经验！

即使有足够的篇幅，也无须详细分析滑铁卢的骑兵行动。西伯恩在《滑铁卢信件》（Waterloo Letters）
[19]

 中已经对整场战斗的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整理。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军骑兵在冲锋中大多击破了敌军方阵——全速冲锋时攻无不克——法军骑兵却总在我军方阵前败退。一部分原因在于，位于山脊后坡的我军步兵损失相对较少，并等到敌军距离五六十步内才开始射击——在这一距离内褐贝司枪（Brown Bess）
[20]

 的效果极佳，好比用十二铅径
[21]

 步枪猎杀一头扑过来的猛虎。但我认为，法军的败因主要在于总是以快步发起冲锋。在这一问题上，默瑟（Mercer）的证词是决定性的
[22]

 ，大部分步兵的证词都暧昧不清，比如“法军以相当的狂热和坚决发起进攻”，未必证明法军在以密集队形跑步。

另一个佐证骑兵均未以密集队形跑步的证据是，双方骑兵在相互交锋中“穿过了彼此”，又从队列的另一边穿出。往往在撞上生力骑兵的密集队列后，其疯狂的进军才被阻止。

至于普鲁士骑兵在6月16和18日两天的战斗，布吕歇尔——他遭人记恨是众所周知的——撰写的报告称骑兵部队为懦夫，因而犯下众怒；曾有志愿骑兵旅的指挥官要求与他一对一决斗！

作为腓特烈大帝的信徒，马维茨深知那份报告想传达的信息。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写作了一本短册子，透彻地分析了马上勇夫与骑兵战斗力之间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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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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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德·马维茨




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强大的骑兵部队需具备哪些要素？”第二个问题：“当时的普军骑兵是否具备这些要素？”

第一个问题所提及的要素，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身体上的——优秀的步兵也需具备这些优点。但骑兵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他们取决于两种生物——骑手和战马的配合。精神要素包括士兵的个人勇气和整支队伍的集体精神。



身体要素包括肉体的健全和健康、战马和骑手配合的“马术”，以及整支部队在战斗中的机动力和精准性。



其他兵种经常引用布吕歇尔的报告，指责骑兵缺乏勇气。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骑兵与步兵的兵源来自同一阶层，所有士兵都被同样地灌输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复仇的渴望，却没有人质疑步兵的勇气。勇士都加入了步兵，只有懦夫选择了骑兵——显然是荒唐的论断。



骑兵的失败来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探讨其他问题时会重新阐述。



集体精神的美德，需要“团体”，即团体中的人来展现。在拥有集体精神的团体中，士兵信任他们的战友，又担心因不光彩的行为遭到孤立，从而迸发出个人勇气。相比个人的感受，集体对于荣誉和耻辱的感触更加深刻，正如过去两年（1813—1815年），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牺牲自我、解放祖国的热切愿望，若是施以明智的手段，就能将其转化为势不可挡的精神力量。骑兵兵种是否有采取明智的手段呢？



军官是士兵们的代表，是一个团的传统——几乎可等同于集体精神——的真正支柱。如果集体精神在军官阶层中消亡，更不可能在士兵中存续，除非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这会对军官产生负面影响，造成排他意识和自大心理的抬头，导致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产生摩擦，使指挥官难堪。



因此，军中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官，才能在士兵之间播下集体精神的种子，让每个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一个团里只有十几个军官，团内很难有健康的集体精神。




应该指出，作者并不认同臃肿的军官团队，比如印度参谋团、皇家炮兵团和皇家工程兵。他理想的军官数不超过四十至六十名——这一意见透露出作者的扎实学识，令人感叹其经验之丰富；在我军的骠骑兵、龙骑兵和枪骑兵中，军官数量呈增长趋势也是出于以上原因。我希望扩充能更快些，我军骑兵极其缺乏军官，这导致下级军官的半数不光彩事迹及团内大部分的铺张浪费问题。

至于团传统的丢失，我曾在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图书馆亲身经历过一个案例。某一天，在我外出用午餐时，一名退役的上校找到柜台的员工——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卫戍炮兵，希望查阅自己的团史。他自称曾指挥某骠骑兵团，但员工却找不到相应的资料，最终上校在暴怒中离去。我回来以后，发现我的员工惴惴不安。在员工告知我来访者的姓名后我才发现那是我的熟人，于是我从书架上取下某轻龙骑兵团的团史查阅这位上校的履历，发现该团在他入职之前三年才被改编为骠骑兵。他虽然曾短暂出任指挥官，却对团史不熟悉，以致完全不知道这场剧变。在这间杂乱的屋子里堆满了著名的旧团史资料，书中甚至还有几幅身着旧军服的精美人像，但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军服的变化。

回到冯·德·马维茨的著作：



军官必须长期归属于同一个团，才会将团视为家庭。集体精神会避免滋生自私情绪，如果士兵们长期共同生活，就不会出于一己之私，斩断与军官兄弟间的情谊。倘若军官被频繁调换，没有时间建立情谊，集体精神就会被毁灭。这或许会唤醒士兵成为指挥官的野心，但他想指挥的团在精神上已不复存在。



坚持这些原则对新建的军队尤为重要，正如在此前的战争（1813—1815年）中，我军没有时间培养士兵之间的集体精神，只有军官中存在该精神。



对于士兵来说，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更强大的团。相比从上校到鼓手都是新人的弱团，应该以骨干老兵为基础扩充，继承番号和旗帜，组建少而精的强团。



我军骑兵团的军官太少，只有二十三人，还经常达不到这个数字。他们的调动过于频繁。尤其是在上一次战役打响前，所有团的指挥官都遭到调换。



各骑兵团原先就很薄弱，为了组建新团，却要从每个团里抽出一个中队，再把四个中队拼成一个团，在大敌当前的节骨眼上，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



因此，在构成集体精神的所有要素中，上次踏上战场的普鲁士骑兵不可能拥有任何一项。普军骑兵的个人勇气和热情不亚于任何军队，但他们的精神品质不足以有效地整合这些素质——那样才能使团和中队成为指挥官的可靠工具。



然后是身体上的要求，首先是骑手和战马——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单位的健全和健康，我军的大多数战马健康状况不佳。经过1812年战争，所剩不多的合适马匹不是死在俄罗斯，就是过度疲累而无法工作。为了重建骑兵部队，我军只好征募数目庞大的马匹，由于补给不足，甚至缺少筛选的时间，只能照单全收：老迈的骑乘马、拉车挽马、驮货的马，无论法国人留下什么，新兵都只能骑上去。他们不懂得在强壮的部位用力，在柔弱的部位收力，以保护自己的坐骑。在两场仓促的战役
[23]

 中——第二场战役持续到冬天——幸存的战马几乎全毁掉了前掌，前躯僵硬得无法挽救，无法再作为骑兵的战马。无论如何，在几个月的短暂和平期内，我军仅补充了比例相当低的新马，以极其不利的健康状态踏上战场。



判断骑手与坐骑的组合效能的标准相当低：骑手能否让坐骑以任何要求的步伐速度，从任意方向跨越任何地形，并在任何情况下有效地用武器对抗敌人。达成这些目标的技术被定义为马术——一方面，发挥骑手的优势；另一方面，锻炼坐骑的强壮部位，保护薄弱部位，以充分地发挥其力量。



不经调教的马是无用的，它无法完成上述目标。不会驾驭坐骑的骑手，只有不幸屈服于怯懦而危险的野兽，听凭它们横冲直撞。



近年来，马术在我军的骑兵中几乎绝迹。战马不再受骑手的驾驭。命令跑步时脱离缰绳，要求停止的时候又改变方向。原因在于，马匹不理解骑手腿部挤压的含义。要求离开队伍或者超过其他马时，它们或是不听指令，或是撞到其他马；简而言之，马遵循粗野的直觉而非骑手的意志。坐上这种野兽的年轻士兵可谓令人同情，他们还不懂驾驭的方法，只能听任马匹情绪的摆布，不得不使出浑身力气，拉拽可怜牲畜的嘴巴，用马刺踢它，最终让马比人更绝望。这些扶助（aid）
[24]

 方式完全是错误的，非但无法调教马，还会加剧其反抗。当一名士兵用尽全力才控制住马，连前进方向都弄不清的时候，绝对无法正确地使用武器。因此，他作为骑兵是无用的。而我军的骑兵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并非是说人人都无药可救——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如此，改革便失去了希望；但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虽然各团的水准有异，但在整体上半斤八两。作为资历丰富的老军官，我认为马术已在军中消失殆尽，几乎没有年轻军官懂得如何从零开始训练战马和骑手。如果现状继续维持，随着年长的中队指挥官们离世，这项技术终将失传。



我军骑兵开始衰落之后，有一种新的观点悄然蔓延开，或许其本身就是衰落的根源。该观点声称，“马术对骑兵是无用的，只需要勇气、战马颈上的缰绳以及一对锋利的马刺，就能够摧毁敌军。”



这一观点完全否定了骑兵教学：当恐惧蒙蔽战马的双眼，而敌人近在眼前时，一个不会骑马的人只要松开缰绳、踢打马刺，就能驱使战马冲入敌阵；即使战马一直待在马厩里，吃得大腹便便，照样能放心逃脱。而真实情景与此完全不同——尤其是经历长途行军后，浑身疲惫地迎战敌军时，战马从来不会径直冲过去，它们总会走弧形路线试图逃避，直到面朝昨夜的营地。参与过对敌冲锋的人肯定明白，没有一匹马喜欢碰撞，它们都想停下避让。要发起一次成功的冲锋，必须迫使战马保持路线方向。法国人也是差劲的骑手，为了阻止难以避免的这一趋势，他们排成紧密的队列，迫使战马无法转身，并且前进速度缓慢，以防止队列散开。



否定马术者的论据在于，法国骑兵尽管骑术拙劣，有时却能打胜仗。他们看不到法军采取的对策，仅凭几个孤例而不花功夫考据细节，就生造出一个理论。



许多士兵承认自己缺乏某些技艺的造诣，比如舞蹈、击剑、游泳。而奇怪的是，从没有人承认自己不会骑马。有人辩称自己并非正规的骑手，标准的骑术（马术）并不重要，只要能到达目的地且不会落马即可。人们知道，如果没有谨慎地避免夹在战友之间的风险，每天会落马无数次。在指挥坐骑运动时，这种人的腿部位置明显错误，完全听任坐骑的摆布；利用扶助工具下达前进命令时，如果坐骑没有在原地站稳，他们就认为它粗野不驯而将其否决；经过几次失败后，或许找到了三四匹安静又耐心的马，能容忍他们在背上为所欲为，于是他们自觉学会骑马，并且怡然自得——或许不是以骑兵要求的方式，但他们已经会骑马了。这种人忘记了一件事：骑兵无法自由选择战马，只能接受分配到的战马。他们没法规避落马的可能性，却必须随时准备跨上分配的战马前往命令的地点。



综上所述，我军骑兵的衰落原因显然有两点：第一，战马未经训练，抑或在服役中劳损；第二，我们的士兵不会骑马。



一支无法激烈冲击、敏捷移动的骑兵部队是无用的，还不如把开销全花费在步兵身上。



我军的骑兵无法进行任何一种战斗：既不能四处侦察，也不会密集冲锋。




以上就是当年资历最丰富的骑兵指挥官的思想精华。虽然在当时无人响应，但是毫不过分地说，没有他留下的这部日记，就没有普鲁士骑兵的重生。正是他对于过去的记录，才给后人开拓了未来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用如此多的篇幅讲述这部作品，是因为作者所说的每个字，只需轻微地修改就可以应用于现在的我军骑兵。今后我还会涉及这一话题，在这里仅指出：我军复兴的潜力远远胜过当年的普鲁士骑兵。只要让全军共同承担责任
[25]

 ，让每名骑兵尉官从年轻时起就以优秀中队为荣，正如海军的年轻尉官以优秀的鱼雷驱逐舰为荣那样，自然会将问题解决，无须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1]
 译注：俄国边境的界河。


[2]
 译注：原文如此。


[3]
 译注：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尔（Jean-Baptiste Bessières，1768—1813年），拿破仑的近卫骑兵军军长，法兰西帝国元帅。


[4]
 译注：夏尔·安托瓦内·莫朗（Charles Antoine Morand，1771—1835年），1812年担任法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5]
 译注：以上引文皆为法语。


[6]
 译注：拿破仑对俄战役期间，由于补给运输的困难，许多士兵被迫亲自收割谷物，甚至从茅屋上拔草喂马，结果大量的马匹因吃了不洁的饲料而生病。


[7]
 译注：“Wilna”，即今立陶宛维尔纽斯。


[8]
 译注：洛朗·德·古维恩·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1764—1830年），法兰西帝国元帅，俄罗斯战役中指挥第六军。


[9]
 译注：原文为“Pultusk”，为作者笔误。


[10]
 译注：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1783—1852年）男爵，法国军人，俄罗斯战役中在拿破仑身边担任军械官，1815年跟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


[11]
 译注：尼古拉·约瑟夫·迈森（Nicolas Joseph Maison，1771—1840年），在俄罗斯战役初期指挥第二军第六师第二旅。


[12]
 译注：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1753—1815年），法兰西帝国元帅，长期担任拿破仑的参谋长。


[13]
 译注：“士兵们，你们现在吃不饱、穿不暖。政府多亏你们出了力，却什么也不能替你们解决。你们的忍耐和勇敢，是可以引以为荣的……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进入世界上最富饶的一些河谷。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繁荣的城市和富庶的地区。在那里，你们可以得到的收获，将是荣誉、名声和财富。”


[14]
 团队热情总比努力工作更加使人意气相投，这绝非玩笑话。


[15]
 1813年9月15日，发生在莱比锡的战役（译者按：这场战斗实际发生于10月14日，莱比锡会战前夕，法军与联军的先头骑兵数次交锋，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骑兵冲突）。


[16]
 译注：1813年8月27日，法军吉拉德师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哈格尔斯贝格高地附近，遭到希施菲尔德指挥的普鲁士民兵的攻击，被迫退回马格德堡。马维茨于此役指挥预备旅，冯·俾斯麦是骑兵总指挥。


[17]
 《关于骑兵的对话》，克拉夫特·冯·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著，莫德、赖克曼译，1895年由凯利赫公司出版于伦敦。


[18]
 见伊夫林·伍德爵士的《骑兵的成就》。


[19]
 译注：威廉·西伯恩是以研究滑铁卢战役闻名的英国战史学者，他曾收集了滑铁卢战役中大量军官的书信，后由其子出版成书。


[20]
 译注：指英军在18到19世纪初装备的前装滑膛枪。


[21]
 译注：约十八点五三毫米口径。


[22]
 译注：A.C.默瑟是滑铁卢会战中英军的骑炮兵上尉（名誉少校）。他在信件中写道：“尽管面对我们的火力，骑兵纵队继续以快步前进，直到距离我们仅有一条小路的宽度，正当我们以为要被吞没时，几个先头中队突然转向，试图到后方去，混乱发生了，整支队伍变成了嘈杂的人群。”（西伯恩《滑铁卢信件》，第218页）


[23]
 译注：指1813年，拿破仑与反法同盟的春季战役（4月—5月）和秋季战役（8月—11月），起初交战双方主要是法国对阵普鲁士、俄国，在两次战役之间长达数月的调停和谈之后，奥地利也加入反法同盟。


[24]
 译注：马术术语，指骑手为了使马匹听从自己指令，而借助缰绳、马刺等进行诱导驱策的方法。


[25]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几天之后，发布了明确将这些责任赋予中队指挥官的军令，距离我首次提出该问题已经过了十七年。






第九章


普鲁士骑兵的复兴

从前一章可以得出结论：1815年后，普鲁士骑兵的前景一片惨淡。相比引文中马维茨的描绘，实际情况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上最难的任务便是要说服一名久经军旅的老兵，告诉他个人经验和机遇不足以弥补头脑的匮乏，亦无法凌驾于成千上万的先辈所积累的经验。这在任何一支军队中都非易事，对当时的普鲁士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年轻的一代自认为已经摆脱了那场灾难，他们将惨败归咎于前辈的无能。连德意志最深沉的思想家克劳塞维茨也走入歧途：在这一时期他的大多数作品明显地不尽人意。误区源于克劳塞维茨这代人普遍对失败的旧体系抱有厌恶的情感，从而无法认清失败的深层原因。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军队表面，不去考虑技术因素，而后者才是国家遭遇倾覆与厄运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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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战役之后，克劳塞维茨出任普鲁士战争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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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恩霍斯特主持了耶拿会战之后的普军改革




如果沙恩霍斯特仍然在世，凭借其天才的洞察力，或许能遏制这股长期阻碍进步的谬论风潮。但随着他在1813年早逝，其约束力便丧失了。挖掘被遗忘的历史、恢复骑兵在塞德利茨时代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这些事只能交由现在这辈人来做。

参谋学院（Staff College）的学生一定会记得，在小图书馆里有一大箱书，是已故的皇家炮兵将领米切尔（本书中多次引用他的著作）遗赠的。在箱子左边的角落里，有一排鲜有人问津的红绸带文卷。那是一批陈旧的德意志军事论文，其中的宝贵资料记载了热衷于军事发展的人们关于新旧学派长达二十年的争论。根据此类不为人所知的史料，我将试图复原滑铁卢战役后三十年里普鲁士骑兵的全貌。

首先，人们必须明白在激情岁月之后接踵而至的，将是彻底的枯竭与倦怠。在1814年的德意志王公会议上，米夫林的箴言便有暗示：“宽恕所有罪人，让世间不再有地狱。”不过，这番幻梦不久即被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的消息打破。

滑铁卢战役后，祸害欧洲的恶魔终被击败，人们期盼已久的安逸年代终于来临了。军官们厌倦了战争，他们还有损毁的庄园需要倾心经营。只有失去财产的军官才和士兵一起留在了军事岗位上。

诚然，过多的财富不利于骑兵的效率：他们会铺张浪费乃至购置每匹五百几尼（guineas）
[1]

 的赛马。但更糟糕的是，贫困使普鲁士军官饱受煎熬。就像在印度，骑兵中队分散在饲料最廉价的区域。尉官们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这种拮据的生活令人麻木，唯有顽强的意志才能忍受。

竞争在单调乏味中毁灭，人们只会去啤酒馆子打发时间。作家冯·温特费尔特（Von Winterfeldt）著有几则军事短篇小说，描写了骑兵中队里的祖父孙三代军官以及随之产生的闹剧，从中能够一窥时人的生活状态——于军史学家而言，它与屠格涅夫、果戈理笔下俄罗斯人的生活同样有趣。在小说中，每当身居高位的检察官出现在附近，驻区的“警报”就会及时通风报信，士兵和军官们闻讯回到临时营房里备马（以团为单位的马厩在当时还很少见），准备赶在军号的最后一个音符前露面，之后照例是阿谀奉承的报告。机敏的军官都荒废在倦怠中，“真正的警报会被拉响吗？”大约二十年前，我们中有多少人经历过类似的岁月，又有多少人起来反抗过现状？

在那个无比悲哀的时代，《飞叶报》（The Fliegende Blätter）
[2]

 的幽默成了一剂调味料。在一张讽刺画里，一位老上校发现整个团的士兵通通翘掉操练课而跑去打野猪了，他埋怨道：“唉，他们本应该叫上我的。”另一幅画里，精疲力竭的老农在给下级尉官指点布哨的位置，抱怨着二十年来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上述作品中反映出的纪律和效率，都与我们现今对普鲁士骑兵的印象大相径庭。

只有了解上述事实后，才能准确理解短期兵役体系中的革新原则。变革是以如下形式开始的。

每个人都必须服兵役。热忱和聪慧的军官把不遗余力地工作视作唯一的救赎，他们与士兵一起生活、以马背为床，并发现在把握军事细节方面，个人努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军队内有成群的新马，在缺少驯马师的情况下，他们仍将骑乘的技术复兴至艺术的境界。虽然有大批新兵入伍，又缺乏可靠的军士，他们依然掌握了军事教学的艺术。普鲁士人自力更生，复兴了腓特烈大帝时代骑兵军官的原则：在单位的效能上，中队指挥官直接向国王负责。

因为不得不节约每一颗谷粒，军官们必须了解每匹马的胃口，以便精确地分配食物，也意味着要对马厩管理倾心尽力。由于晋升速度缓慢，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谙熟此道。

这些条件培养出了过去三十年普鲁士骑兵复兴所依仗的人才，其中佼佼者包括冯·施密特、冯·罗森贝格
[3]

 、冯·克罗西克（von Krosig）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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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罗森贝格在年轻时是汉诺威的第十三枪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一生参与过五百八十四场赛马，赢得其中一百八十四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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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汉诺威新布尔特赛马场内的罗森贝格纪念碑




冯·施密特将军在我国军官中享有盛名，几乎无人不知，他的著作已被译成英文。应当指出的是，他本质上是一名教官，虽然他也强调战马应对骑手的“无条件服从”，但从未提及如何实现。

冯·罗森贝格更像是一位天生的骑手
[4]

 ，他训练战马和新兵的技巧特别值得关注。担任中队指挥官和骑兵团上校期间，罗森贝格会亲自处理细致的工作，无愧于获得的非凡成功。他还批判并剖析了旧骑术教学，其观点收录在一本小册子中，标题可粗略译为《骑术与新兵训练的窍门》。我手中的副本不巧未标注日期，不过根据字里行间推测，罗森贝格的观点大致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初，即他的尉官时代。

罗森贝格在著作的开头将骑手划分为两类：被动型（passive）与主动型（active）。出色的被动型骑手骑乘稳健，双膝紧贴鞍座，握缰轻柔，能通过拉紧一侧的缰绳或是单腿夹紧命令坐骑，也能恰当地利用身体重心的改变——向任意一侧或者向后——让马转向或停步。优秀的主动型骑手则运用身体重心、双腿和位于两侧的缰绳去征服马匹，确保马匹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愿。

从被动式骑乘切换到主动式骑乘的时机很难界定，最佳的判断方式是同时观察骑手和马匹。举个例子或许更容易理解：优秀的赛马骑师通常会用被动式骑乘，直到冲刺阶段他们才会稳稳坐下，用马刺和马鞭控制赛马的腿脚，确保马匹发挥出它的极限力量。



我们的年轻军官里，有许多优秀的被动型骑手能稳稳地跃过障碍，但马匹一旦开始挣扎，他们就不知所措。



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继续“坐着不动”。而骑手总是背道而行，效仿熟练的主动型骑手去刺激、鞭策马匹，这种行为反而导致坐骑惊慌失措、不听命令。相比前者，如果骑手选择集中精力坐稳，能提前两个身位抵达裁判台。



在骑术学校中也是如此。不自量力挑战主动式骑乘的人，也许能完成“肩内转”（shoulderin）或者“高级快步”（passage）的动作，远远看去像模像样，但实际上马匹并未充分屈挠（bent）或驯服——简而言之，这只是“障眼法”。



驯服一头执拗的牲畜，也要用到主动式骑乘中的“惩罚”……救回一匹失蹄的马儿，则属于被动式骑手的本领。若要用轻柔的骑乘驯服一匹烈马，则两种骑乘方式都需要。如前文所述，明确的切换时机是难以界定的。很少有人能成为真正出色的主动型骑手——幸而这并非必备的技术。只要有一匹性情温顺或是经由专业人士训练的马，一般的市民或军官都能成为合格的被动型骑手。



我们在骑术教学中常犯一个错误：苛求士兵精通他们未曾学过的主动式骑乘。士兵的骑术日渐退步，且用蛮力取代技巧，谁该为这一切负责？我认为，急功近利的教官负有主要责任。教官最初应当教好士兵被动式骑乘，之后再择优实行进阶教学。



起初，战马配备鞍垫（numnah）、肚带和口衔缰绳。新兵在马背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体重均匀分配在骨盆（连接股骨的）髋关节之间，并在上述前提下，尽量把大腿向后收。大腿和膝盖内侧轻抵于马身，不要感觉自己坐在上面，骑手应坐于骑坐位置上。膝盖内侧虽然贴近马匹，但不要挤压它；小腿呈自然下垂状态；在这一阶段，不允许新兵试图夹紧腿肚；脚尖在初学时可下垂。身体仪态并无特别的规定，士兵可以尽量保持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在练习快步时，新兵的身体要随着坐骑的步度（stride）起伏。跑步训练中，马匹保持快步以上的步调，骑手的膝盖、大腿内侧和臀部贴紧马身。骑手的仪态整体自然而放松，后腰内收，故随着马匹的步度能感觉到臀部和马背的前冲力；躯干的上部用于保持骑姿的放松；总而言之，在初学阶段新兵可以后倾身体、放松肌肉。握缰方式参照章典，教官必须让新兵学会放松，用力均匀地拉马嘴，不要猛拉或勒马。为了掌握正确的感觉，保持手臂和肩关节放松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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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骑坐姿势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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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入伍的骑兵练习骑马





新兵在头几天的训练里积累些许自信之后，应当每天练习跳小障碍十次以上。为保护马匹，障碍高度定为八英寸即可。在六周以内——经验证明这个时间足矣——学会在跳小障碍时保持前文所述的坐姿：在跳跃的瞬间不依靠小腿支撑，而是凭膝盖内侧紧贴马身。下一步是教会骑手在鞍垫上停止和转向。骑手在命令停止时，落重心于两坐骨，上身后倾并轻拉缰绳以扶助马匹。转向时，将身体重心向内方
[5]

 坐骨一侧倾斜，双手轻轻引导方向。新兵的肌肉会迅速适应新技巧。一旦火候成熟，每天至少应有两小时骑在马上。单次骑乘时间越长，越能保护马匹，练习停止和下指令的时间也越充裕。教官应避免泛泛而谈，要向每名新兵清晰、完整地描述每一种感觉，必要的时候需要亲自演示，并通过提问确认士兵是否理解。不要让新兵坠马，不得已时可教他们抓住马鬃。教官绝不能失去耐心，否则只会让士兵感到焦虑，从而导致身体僵硬，这可能是骑术进步中最大的阻碍。



应该给战马剃毛
[6]

 ，士兵可以因此省去梳毛的工夫。剃毛的马同样吃冬饲料，还能比未剃毛的马干更多的活。最初六周中骑乘三百七十五英里的新兵，相比仅仅骑了二百五十英里的战友，学到的东西当然更多。在马儿状态允许的前提下，新兵应尽量多练习快步和跑步。相比快步，跑步和跳跃的训练能让新兵更好地感受放松的正确坐姿。教官褒奖要果断，激发士兵的竞争情绪以激励他们，要让士兵在骑马时感到快乐。心怀抵触的骑手或许会被迫入伍，但是永远不能掌握冲刺和“感觉”。




罗森贝格总是使用“感觉”这个词，表示双手的动作以及对马匹动作准确的、近乎直觉上的感观。只有掌握了这种“感觉”，才能成为真正的骑手。但我在英语中并未找到与之对应的词。



从训练的第一天起，教官就应该竭力为教学带入冲刺的气氛，同时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坠马以防折损士兵的勇气。只要保证训练的安全，新兵就会对跳小障碍情有独钟，每天都期盼更多的练习。教官可以鼓励佼佼者加练，劝阻技术稍逊者，以防他们伤到自己。新兵之间会迅速萌发竞争心，主动要求挑战更大的障碍；如此日益月滋，就有可能开发他们的潜能。在该阶段的训练中，膝盖始终保持紧贴，然后是学会利用腿肚——这一点至关重要，能巩固骑手对放松骑坐的学习。只有学会这个技巧，才能正确利用胫部。不然，新兵很快就会勾紧小腿，无法在马背上自如地活动四肢，往后也不能学会扶助的正确使用。一个在鞍垫上被教坏的新兵，在马镫的学习中要走许多弯路。他们不是紧紧地钩起小腿使马镫不断地滑落，就是把它们当作支撑点。原因在于他们从未掌握放松的骑坐姿势，没有这种认识的士兵是永远不能真正学会骑马的。学校里的骑手过多地用胯部骑坐，以此更好地利用胫部，就这个目的而言并没有错。他们不需要保持平衡的扶助，因为这只有在他们极少使用的“放松骑坐”中使用，而且他们从不越野骑马。要是偶然碰上复杂的地形，他们就会变得缩手缩脚，不让马匹放开行动，因为在训练中只教过用缰绳操纵战马。实际上，只有骑手适当调整重心，才是防止战马失蹄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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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的军事马术学院，1866年起由柏林搬迁至汉诺威





赛马骑师站上马镫，膝盖紧贴而不挤压鞍垫，臀部离开马鞍。通过这种姿势，骑师和坐骑都充分地节约了体力。但是该姿势基本上只适合平地，在军事训练中并没有价值。在我军的骑兵中，优秀越野骑手的骑姿正如前文所述，赛马骑师坐下冲刺时也使用同样的姿势。最糟糕的骑姿可能是：骑手在马匹跑步时，身体随着坐骑的步度抛几掌高。骑手和坐骑对此都不能坚持很久。就算一头牲畜拥有牛的脾性，在骑手身下也会摇晃起来，任何跑步间的队形变换都无法准确进行了。但在我军的骑手甚至是我们的障碍越野赛骑手中，这样的骑姿都太常见了。这完全应归咎于不当的基础训练。



令人扼腕的是，塞德利茨在新兵训练上留下的技巧寥寥无几。唯一确凿的是，他在特雷布内茨（Trebnetsz）和奥劳（Ohlau）担任中队指挥官，尔后成为一个团的上校时，曾经用障碍物把操练场和马场围起来，所有士兵只有越过它们才能出入。




在这里应补充一下，罗森贝格的观点已经为一些人所瞩目。霍恩洛厄在《关于骑兵的对话》中的部分观点，就与他完全一致。

接下来，要对一部曾经享誉德国的骑术著作进行有趣的批评，其作者是冯·埃尔蓬斯（von Elpons）。他的骑术风格培育了德意志的老一辈骑兵；尔后在1864年至1876年间，前有腓特烈·卡尔亲王
[7]

 ，后有施密特、罗森贝格等人鸣鼓而攻之。正因为这部著作，我才不顾英国战术权威之反对，坚持如下论点：衡量德国骑兵在1900年的实力，不能以1870年他们在法国的战绩为依据。因为他们当时才摆脱旧式骑兵训练的阴影。许多学生向冯·埃尔蓬斯抱怨：“普鲁士的骑术条例实在太难理解！”后者如此评论道：“这些话往往带着无可奈何的服从，总能让我暗中窃喜。”无疑在他眼中，军事训练的目标并不是给予光明和引导，而是传播黑暗与晦涩。这是军事科学史上的一种典型训练办法：深谙自身无知的人，想方设法地遮而掩之。这种人的处世哲学如同墨鱼，喷出墨汁来蒙骗追赶者。英国观察家经常批评德军夸张的胯部骑坐（forkseat），即源于埃尔蓬斯的训练；当然，匈牙利鞍的形状也是造成这种姿势的部分原因：其鞍架的周身装满软垫和枕垫，提高了骑手的舒适度，却让战马增加了负重。罗森贝格对胯部骑坐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种姿势彻底破坏了骑手上半身的平衡感。仅次于骑坐姿势的重要技巧当属正确地控制缰绳。



过去的骑术教学总是强调，控制缰绳时手臂与肩关节保持不动，手腕向内屈；换言之，即不允许手臂和肩关节移动，手背与手腕成直角，所有的动作只靠翻转手腕完成。尽管这一理念在学校行得通，但很难理解它为何会被纳入军事训练。不可思议的是，旧例竟然沿用至今。士兵在入学以后，除非遇上学校检阅，不然谁会异想天开真去实践教学内容？根本没人看得懂那四行翻转手腕的动作要领，也没人能实践，更别提在训练中上衔铁（bit）了。士兵翻转手腕是服从于明确的指令，但战马的动作并不是服从于手腕的翻转，而是士兵在无意识中使用的其他扶助。我们教官欺瞒士兵，士兵也欺瞒我们。宝贵冬季时光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马和人自找气受、徒费口舌，全为了一出无人在意的老套“骗人把戏”（原话如此）。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天起，他们的骑兵教育才真正开始。最简单和自然且便于理解的握缰方式如下所述：“缰绳轻柔、均匀而稳定地经衔铁施力于马嘴。马匹有可能抗拒骑手的扶助指挥，故忌猛拉。让牲畜的脑袋自由摇晃，放松肩关节和手臂，服从它的每一个动作。它会很快发觉无法摆脱这一均匀的力，脑袋就变得老实下来。但由于马的颈肌比人的手臂强壮得多，马匹能轻易地反抗指挥，叫骑手屈服于自己的行动。如果战马察觉到凭蛮力就可以自行其道，那么前几周就白忙活了，只好从头再来。”




罗森贝格将军竭力主张：转弯时应该向内方倾斜身体重心，不要扯内方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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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双手朝指定的方向拉缰绳，外方缰的压力已经足以实现目标。他说：



观察在战斗前线转弯的中队，或是两个训练马上格斗的士兵，人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军人会拉紧内方的缰绳。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浪费先前的时间传授毫无实践价值的东西呢？



命令战马停下时，重点在于身体重心向后倾。类似地，要稳住失蹄的马匹，重心的作用占到九成，只有一成的影响来自缰绳。故遭遇复杂的地形时，拉紧缰绳的旧习惯是毫无意义的。战马的头部需要保持自由，若是它猛地向前探头，收紧的缰绳会把骑手向前拽，不等他恢复平衡，马就跌倒了。上下斜坡是一项很好的训练，能让骑手习惯自身的重心分布。教官不必一开始就劳神费力地教授严格的军事骑姿，那仅仅是一个表面形式，通过整齐划一的外观来展现军纪是它的唯一价值。士兵一旦学会了骑马，外观上的打磨自然不在话下了。过分拘泥于外观只会产生呆板的骑手：这些人拉着战马的衔铁控制可怜的牲畜，在马上如飞的姿态如同大鼓上的豌豆粒。可以想象，这样的骑手很难在前线长途奔袭，更没法发动冲锋，故而在他们身上花费时间很不值。新兵在鞍垫上的训练内容包括：稳定而放松的骑姿，正确地用缰绳引导及在转向、停止和攀登过程中平衡自身与马匹的步调。经验证明，如果骑手不能在六到八周内掌握上述内容，教官便失职了。




完成上述水平的训练后，新兵立即进阶至马鞍教学。保持原有的坐姿和平衡，并从此开始后收小腿，腓肌轻柔而稳定地抵在肚带后方。主要的难点在于，放松膝盖和踝关节及控制住马镫。马镫是为了给予骑手扶助与便利，如果镫革太长，骑手为了控制脚镫只好勉力前倾，从而无法坐稳；如果镫革太短，士兵的小腿无处可放，也会妨碍到骑坐。教官必须按照士兵的身材来调整镫革。“教士兵完全把脚置于镫中是无益的，应该着重注意放松膝关节的动作。如果士兵恰当地把脚踩在马镫里，列队行军、越过障碍都会变得更安全。”接下来，士兵要学习利用腿肚的压力，起初用在单侧，之后两侧并用；此时以单侧为主，以后训练新马也一样。奔跑训练中，尽量多练全速行军——时速十五英里的长途奔袭（当然是在野外）——直到骑手驾轻就熟，马匹也安分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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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阶段，亦可松开缰绳练习跑跳。骑手能因此充分掌握关键的放松骑坐，并明白在面对复杂的地形或障碍时，最好让马匹的头部放松。这些看似对普通新兵有些苛刻，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很快便能达到要求。不论如何，这是训练出合乎我军要求的骑兵的唯一良方，“如果一名骑兵在操场般平坦（实战中未曾一见）的地形上才能接近敌军，他还会有什么长进？”士兵们必须学习在快步中从马镫上起立的技术——用于行军队列和侦察。在大多必须绝对控制马匹的情况下，包括操练场以及复杂地形，都只能使用军事快步。

士兵在马鞍上如鱼得水，也学会了用口衔缰绳操纵马匹后，就要开始在练习中使用马嚼和武器装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应尽量保持放松，均等握缰的力度；使用武器劈砍和指挥时要从肩部发力，完全摆脱躯干的影响；注意放松肩关节。

骑手应该对战马具备哪些素质才能在战场上靠得住了然于心，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地形上的绝对服从与安全：绝对服从，即马匹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骑手命令的方向前进，骑手不必生拉硬拽，马匹就自觉随着骑手的腿、缰绳或重心的改变而变；复杂地形中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练习的成果，也得益于骑手与战马合适的平衡。好的步调或许顺其自然，但是出色的骑手也能利用合适的平衡取得。适当的平衡要求体重均匀分布在马的四条腿上，以有效地防止马匹扭伤肌肉或提前冲刺。

我们不必赘述作者关于屈挠课程的所有论述。简而言之，他认为屈挠的教学是获取战马绝对服从的必要前提，但在屈挠和侧步的大部分教学中，应该只利用单腿的压力，这时外方的腿不施加压力。如果马匹试图疾步摆脱，放任它即可，很快它就会自行慢下来。

纯种马很难服从骑手腿部的压力，但是为了军事用途，所有战马都必须学会服从；一头骑手无法准确驾驭的牲畜，通常也不适合行伍。当战马懂得顺从骑手的腿后，接下来教它们“服从”。首先，骑手默然骑马走到某个障碍物前，可以预见马儿一定会拒绝前进。这时，骑手聚精会神地轻轻拉住缰绳，一旦牲畜想要转弯，就夹紧反方向的腿。要是它完全停住或是试图后退，就后倾身体并夹紧双腿，直到它决心前进为止。耐心与持久是最重要的，骑兵中队的每个人——包括刚入伍的新兵——都必须利用这些简单的扶助取得战马的服从，否则他在实战中就是无用的。



这个小技巧是有名的障碍越野赛骑手维拉莫维茨伯爵（Graf Wilamowitz）教给我的，当时他还是布里斯劳的一名年轻军官。一天晚上，他在食堂里说：“要是我想在障碍越野赛里信任一匹马，它在开头一定得反抗我，不然我就把它牵出来，诱使它反抗，再强迫它服从。”这番话叫我印象深刻。当时，我的教官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骑手应当避免用如此激烈的方式驯马。后来我抓住机会单独与伯爵聊天，并请求他解释之前说的话，他也做了友好的解答。从他那里，我初次学到了轻柔握缰和利用小腿的意义。就好像在昏暗的夜空与汹涌的大海里，突然看到了远方灯塔的光明。回到驻地，我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段短暂的对话真是价值千金，我从中收获了很多乐趣！




正如前文提到的，罗森贝格很快成为全国最杰出的障碍越野赛骑手，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胜利。我是从罗森贝格以前的学生——一名天赋异禀的英国赛马赢家口中初次听说他的理念的。他的建议让我获益匪浅，我记不清楚见过多少骑手在赛马中因为忽视这些技巧而落败。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一个骑手坐在现今的时髦鞍座上，是不可能正确使用这些技巧的。

当然，对马匹服从的要求也应该循序渐进地执行，不宜操之过急。为了阐明马匹的服从能到何种程度，再次引用原文：



在学校和操练场里没有天然的障碍物，人们可以用如下方法，骑马列成密集横队，让每匹战马依次出列，跳过没有翼墙的障碍物。一个士兵站在障碍物的后面，通过甩动鞭子、挥舞布块、鸣枪等方式，想方设法地恐吓马匹。所有的障碍物都不设翼墙。




我也问过罗森贝格的另一个学生，罗森贝格究竟能否让马匹的服从达到书里写的程度，其想象力与文笔是否言过其实？他向我保证说，书里没有一句夸大之词，团里的每匹马都确实达到了上述水准，而且罗森贝格还骑着它们穿过纸屏风且钻过火圈：



为了彻底让马匹服从，还有一点必不可少：在步调较快，尤其是跑步时，不让马匹抵在笼头上。




换言之，骑手无须拉拽、马匹也不会失控：



为了达到这种程度，士兵必须骑坐稳定、握缰放松，也就是要保持手臂灵活、肩关节放松。如果遇上了抵住笼头的马，就派最出色、最强壮的骑手骑着它保持“屈挠”（肩内）姿势奔跑一段距离。如果有人不走运碰上了在跑马场里被糟蹋的倔马（经常脱缰的马），也推荐进行这一步骤。




要知道，在罗森贝格眼前进行一场令他满意的检阅可不是儿戏。我不清楚我军有多少骑兵中队能成功地熬过这一折磨，但是既然德国人经历三年的服役就能胜任，我军骑兵无疑也能。虽然我军的战马体型更大、脾气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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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军的七年服役期及士兵在骑术上无可置疑的热情显然更具优势。

当马匹习惯保持稳定的头部位置，不乱甩脑袋，适应嘴部受衔，并能理解骑手单腿的压力后，士兵接下来就开始利用双腿的压力让它们收缩后躯，以达到前文所述的“体重均匀地分配在马匹的四条腿”。为实现这一目标，最佳的练习方式是短促的收缩快步（collected trot）；教官最好亲眼判断马匹的后躯是否完全下沉。下一步进阶至收缩跑步（collected canter）。同样，训练的重点不在于较慢的步度，而是要让马匹的后躯完全下沉。这一过程务必循序渐进，如果操之过急，可能导致马匹过劳或变得暴躁。收缩的目的不仅是使马匹更顺从，也是锻炼战马的背肌、增强完全伸展时的速度与忍耐力。许多人认为，彻底收缩跑步会减缓马匹的步度，这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正好相反。灵缇犬是在奔跑中追求速度的典范，赛马应该极力模仿它们的奔跑姿势。在灵缇犬奔跑时，用肉眼就能观察到它们的背部上弓、后躯下沉，与我们在收缩跑步中要求马匹背部弓起如出一辙。这与体操训练有点类似。许多马在赛跑时没有掌握收缩，我们会发现它们的肩部和髋关节像罗盘般摆动，脚步确实相当敏捷，但是跑完全程用的时间却不少。

关于年轻战马的跳跃训练，罗森贝格的主张是，首先驱赶不载人的马穿过设满障碍的上坡路，然后让骑手上马，把坡道从十步宽拓展到十五步宽，再继续练习。他完全反对在慢步和快步中让马匹跳跃，除非是在训练马匹服从，因为这个动作对马来说相当不自然。只要马不会半途而止或尥蹶子，罗森贝格不反对它们略微冒失莽撞。在和平年代，队形的整齐也许会因此破坏，但是在战争中，鲁莽的问题是会自行解决的。战马的跳远距离达到八九英尺即可，一旦它们喜欢上跳跃，就训练它们跳不带翼墙的障碍。上下斜坡的训练在罗森贝格眼中也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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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策马跳过障碍（摄于1909年）




头部位置与屈挠的教学部分篇幅过长，也太过专业，我在此不一一翻译。罗森贝格对头部位置的观点与我军的操典一致：马颈只在立柱处屈挠，屈挠角度介于锐角至直角之间——实际上如果骑手使用放松的握缰姿势，马匹会自然呈现这一动作。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驯服马匹而使其过度屈挠，并乐于看到操典把这一部分删掉。关于赛跑和狩猎的章节写得相当出色，但不巧的是，我的篇幅有些不够用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德军骑兵认为，学校和操练场足以完成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但罗森贝格激烈反对，他列举了波希米亚和法国因疏忽大意犯下错误，从而在战场上颜面扫地的诸多例子；另一方面，如果他的战友中有人在能跑障碍越野赛或是稳稳地骑马追逐猎犬后，就自以为军事教育没什么可学的话，他也会毫不客气予以抨击。以上两方面在完善骑术时都至关重要。罗森贝格厌恶的另一论调是，正确的训练和平衡会使马匹的速度变慢，对此，我在前文的引述中已有解释。总而言之，请读到这里的读者们牢记，以上观点并不是骑兵理论家的空谈，而是来自欧洲最杰出的骑兵之一，他所说的一切都有长年累月的经验支持。如果他的一些要求过分严苛，对我军骑兵而言难以企及，那么问题一定出在我军的训练体系或是诠释体系的方式上。

在过去几年，我军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应当再接再厉。但是，从近期的骑兵演习报告来看，士兵的骑术与中队的指挥好像成了我军的全部希望，失败似乎只可能源自军队的战术布置，而非中队自身的不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军队试图重振过时的多梯队冲锋，而不是采用最近发展于印度的将骑兵主力排成横队冲锋。我军无法完成十六个中队的横队冲锋，并非战术本身不可行，纯粹是因为士兵的骑术和中队的指挥不到位。如果达到罗森贝格的标准，就算是六十个中队的横队冲锋也不在话下；没有人会否认，罗森贝格标准下的士兵与中队在小规模作战时比我军更有效。多梯队冲锋在多年前就已废弃，由于每个梯队的规模过大，导致在实战中难以保持正确的方向。与两三个中队组成的单个梯队相比，超过十六个中队组成的横队不论是对己方士兵还是敌军而言，都更有势不可挡的压迫感。另外，如果士兵训练有素、马匹休息得当，长横队的侧翼并不会不堪一击。在“冲锋”的指令下达之前，位于侧翼的中队可以迎击来犯的敌军。在多梯队的队列中，被包抄的侧翼或许相对安全，但其他士兵却比在长横队中更加危险。一旦外侧的中队被击垮，残兵会溃散到第二、第三中队。相反，如果长横队的侧翼被击垮，横队的其他单位可以在任何麻烦产生前将其扫清。外侧中队的迎击及后方编成普通梯队的二线部队，足以保护横队的侧翼。除了难以保持正确方向，多梯队冲锋时各梯队的奔跑距离也存在问题。梯队必须在敌军一定距离外组成，假设这个距离为六百码，如果有二十个中队，每四个中队为一个梯队，组成间距为一百码的五个梯队，极侧翼的中队就一共要行进一千码，刀刃相接之际，多余的四百码会大大影响战马的状态。随着敌军越来越近，领头的梯队逐渐加快速度。为了保持阵型，下一个梯队也要加速，整个队列上行下效，故而第五个纵队在接近敌军之前，可能要用近乎冲锋的速度跑完多余的四百码。和平时代时一遍遍操练过时的梯队冲锋，在战争中总是失败，这种事屡见不鲜。而现行的将兵力集中在第一排的横队冲锋始终能收获成功。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横队冲锋应该被保留。

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着重探讨了普鲁士骑兵失败的原因——军队自身骑兵精神的枯萎，以及1806年战败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经验证明了过度的集权及无法从训练中明断优劣之人掌管骑兵的恶果。

腓特烈大帝在世时必亲任骑兵监察（inspector-general of cavalry）。不幸的是，他比自己手下的骑兵干将都要长寿，驾崩时也没有给军队留下正式的统帅。那支声名卓著的骑兵部队，几乎完全按照步兵理论被拆分到各个步兵师，没有留下一支在战场上能作为整体调遣的骑兵部队。

如果在耶拿或奥尔斯塔特的战场上，分散在各军的服从步兵指挥的六十个骑兵中队
[11]

 能按照七年战争中的伟大将领们的方式调遣指挥，也许能扭转战争天平。但是，由于无法动用这么多兵力，纵然普鲁士的下级指挥官展现出绝伦的勇气，他们零散的努力也没能阻止失败，整支军队最终还是崩溃了。普鲁士在1807年至1809年重建骑兵部队后，只有七十六个薄弱的中队作为核心兵力保留了下来。

保留这些中队或许是出于战争需要，但由于步兵思想仍然占据主流，他们再次被拆分到各个旅，而且还被征召的预备役骑兵中队拖累——其作风如马维茨的描述，导致普鲁士骑兵在1813年至1815年战争中再次衰落。

不幸的是，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多年以来，骑兵效率低下的责任都归咎于步兵的军、师级指挥官。

后果不言而喻。除非一个人天生拥有骑兵的本能，在人马配合的细节方面，他必然不及一个成年累月在马厩里管马的人，因为后者已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相关知识。前者或许能成为最热情的骑手，一周里有五天骑马打猎，甚至能成为越野赛马的高手，但他永远会缺乏一些素质，而这些素质是青年骑兵、野战炮兵尉官所熟知、候补军官们也能迅速领悟的东西。

争强好胜如德意志人，立即会发觉并研讨每个监察军官的弱点。所有中队很快会为了通过检阅，而不是为了战争拼命训练。

我们知道，我国也存在这种坏风气。不管是骑兵、炮兵还是工程兵部队，我都记得他们用“障眼法”欺瞒毫无防备的步兵监察官的例子。在四十年前的普鲁士，一名典型的步兵将领历经二十年的服役后才能获得自己的连队，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马。他的判断依据只是至今仍流传于德军中的种种奇谈怪论。相比我国的军官，蒙骗他们更加容易。故而坚持这些论点变得更加必要，如果没有对事实的清晰认识，我们就无法理解冯·施密特、罗森贝格对抗了多少传统与偏见。

关于这段争论的官方历史，可以参考克勒（Otto Kähler）的《1806—1876年间的普鲁士骑兵》（Die Preussische Reiterei von 1806 bis 1876），这本书在该国没有引起与其相符的关注。我想主要原因是，鲜有读者了解书中的人物和背景，从而难以从字里行间理解书里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

普鲁士军队名册上的军官不太可能用迂腐、守旧来描述他们的先王。但是在已故的威廉一世国王
[12]

 即位以前，几乎所有发展的滞后都是历任统治者消极抵制进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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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里希·冯·弗兰格尔元帅




事实上，普鲁士有不少可靠的骑兵专家被委以思考、汇报骑兵状况的重任，包括冯·博斯特尔将军
[13]

 、冯·弗兰格尔陆军元帅
[14]

 在内，委员会也着手为军队制定了新的条例。在1821、1843、1853年，普鲁士都举行了针对骑兵的大规模演习。但是，骑兵的发展一直缺少推动力，直到腓特烈·卡尔亲王担任第三军的指挥官之后才产生足够的推动力。

冯·弗兰格尔陆军元帅无疑对这一时期的普鲁士骑兵发展厥功至伟，他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发现了骑兵训练的真谛，并凭借自己的地位为血亲王的军事教学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特别注意了这一进步的缓慢，这为我军骑兵的发展——准确来说是“未来可能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例子。普鲁士人历经二十年摆脱战败的影响，并在论战的嚣尘中重新发掘了支撑骑兵效率的基本真理；然后花费二十年筛选、培养出适合指挥团级及以上单位的人才，又用二十年培养出数量可观的中队指挥官，以保证各中队在训练中采用同一标准——成功指挥大规模骑兵的基础。

从1815年开始，普鲁士骑兵直到1875年才达成战术所需的统一性。这也解释了普军为何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中没有意识到骑兵的整体“角色”，森夫特·冯·皮尔萨赫将军在与克拉夫特·冯·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的会话中即对此有所指。

迄今为止，我也没能收集到奥地利骑兵在当时发展的充足例证。总体而言，奥军经历了类似的轨迹，但是没有下滑到普鲁士在滑铁卢之后的低水准。显然，由于未曾遭遇耶拿式的覆灭，奥地利为自身的革新进步保留了相当多训练有素的骑兵军官和士兵。

相比普鲁士人，奥地利骑兵的整体天赋更高，服役期更长——普军三年、奥军七年
[15]

 ，其骑术标准自然也要高得多。此外，驻扎于意大利的奥军常年处于战时状态：1848年至1849年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作战，1859年在意大利进行军事活动。必须指出的事实是，意大利的灌溉平原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另外，和柏林比起来，维也纳方面总是对军队漠不关心。

诺兰为奥军当时的内部状况提供了不错的间接证据。我倾向于相信，因为奥军在行伍服役的时间更长，拥有更多可靠的军士，故奥地利军官不必像普鲁士军官一样过问那么多细节。

与奥军中的英国军官及其他人的谈话让我更加确信了这个观点。奥军在演习中展现出了高水准是家常便饭，而非刻意努力的结果。

据我所知，二十个骑兵中队的密集横队冲锋在奥军的演习中常常出现，演习时，军官并不在前带头指挥，而是与士兵一同列队冲锋。这意味着队列中的士兵能卓越地控制战马，完美地把握时间。如果没有理解骑兵的基本原则，苦练二十年也无法达到这一成就。如果还记得1886年之前的印度精锐骑兵团，就会很清楚这一点，但告知我上述情况的人们却没有想明白。




[1]
 译注：英国旧时货币单位，一几尼价值二十一先令，现值一点零五镑。目前有些商品结算，如马匹买卖仍然用几尼计算。


[2]
 译注：1845年到1944年期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讽刺周报。


[3]
 译注：海因里希·冯·罗森贝格（Heinrich von Rosenberg，1833—1900年）创立了汉诺威赛马协会的雏形，被视为“德国军官马术运动之父”。


[4]
 他是欧洲最好的障碍越野赛骑手之一。


[5]
 译注：马匹转弯时靠里的一侧称为内方，靠外的一侧为外方。


[6]
 德意志的新兵训练总在冬季进行。


[7]
 译注：指普鲁士亲王腓特烈·卡尔（Prince Friedrich Karl of Prussia，1828—1885年），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之孙、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之侄。其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大放异彩，有“血亲王”之称。


[8]
 译注：马术术语，指骑手所要去的那个方向的缰绳，与外方缰相对。


[9]
 在这一点上，第十九骠骑兵团是我在英国见过的唯一能达到德国骑兵平均水平的团。


[10]
 顺便提一下，在体型方面，德军的胸甲骑兵和枪骑兵至少与我军相等。


[11]
 战争爆发时，普鲁士骑兵共有二百五十五个中队，即三万九千人。


[12]
 即德意志第一位皇帝。


[13]
 译注：路德维希·冯·博斯特尔（Ludwig von Borstell，1773—1844年），普鲁士骑兵将领，曾在耶拿会战中巧妙地阻挡法军内伊部。


[14]
 译注：弗里德里希·冯·弗兰格尔（Friedrich von Wrangel，1784—1877年），普鲁士陆军元帅，外号“弗兰格尔老爹”，血亲王腓特烈·卡尔曾是他的副官。


[15]
 事实上，这也是我军现行的服役期。






第十章


1815—1870年的英国骑兵

[image: ]

◎　在滑铁卢会战中，威廉·庞森比的英军第二骑兵旅一度冲垮了法国步兵，但在混乱的队形下贸然前进，遭受了沉重打击，庞森比本人在这次行动中阵亡




当欧洲各国的骑兵在1815年的战役后撤回国内时，没有比英国骑兵的前景更加光明的了。19世纪初以来，英国的各骑兵团在欧洲与印度稳步地加强。滑铁卢会战表明，我们的指挥官能够以决断和胆识指挥旅级单位。

在滑铁卢会战中，几乎全部英国骑兵团都顺利通过了奥安（Ohain）凹路
[1]

 ，并一次又一次成为法军的灾难。这一事实让我相信，我军骑兵的骑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西伯恩收集的滑铁卢信件没有将这条凹路当成真正的障碍物，看起来他们仅仅将其当作日常的双跳训练（in-and-outjump）。越过凹路后，他们很快以良好的秩序迎战法国骑兵，保持着正常的队形并没有散开。如果阵型出现混乱，众人的信件至少会有所提及。

不过，这一记叙的缺乏也说明我军对密集冲锋的轻视——这正是塞德利茨时代的普鲁士人大放异彩之处。在拉艾圣（La Haye Saint）和乌果蒙（Hougoumont）之间的山坡上，皇室旅（Household Brigade）遭遇了法国骑兵。这场令人震惊的结局
[2]

 无疑证明，英军的队列并不够紧密，同时也反映出战马并没有无条件服从。实际上，许多战马——尤其是在庞森比旅的战马，脱离了士兵的控制，不听集合号令。

如果人们需要借口，大可以把责任推卸到之前六个月的事情上，比如仓促的战争准备、横跨海峡的行军等。但是，当局并未利用这些理由，他们显然把疏散的冲锋当作家常便饭，并且非常满足
[3]

 。

财政部再次毁掉了所有的前景。许多团被无情地缩小编制或解散，留下的团分散到全国各地——倒退开始了。正如前文所示，这是所有长期服役军队的通病。年轻的军官们没有人可教，在无知和懒惰中成长，把工作都丢给了军士长。

热爱本职的骑兵们主要通过法语资料直接学习或是间接汲取步兵学者的知识。没过几年，我国对骑兵实战能力的怀疑就与其他国家一样普遍了，而他国本该有更多质疑的理由。

为何经历过维利耶－昂科耶、卡托康布雷西、萨拉曼卡和滑铁卢等战役的英国骑兵，下一代却倒退到1813年至1814年间法国和普鲁士骑兵的水准？原因难以定论。我只能推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骑兵的人数相比步兵微不足道，以及步兵对骑兵的观点和态度——他们把骑兵看作是自己的附庸，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军种。

这一看法流传至今。每当我在争论中提及英国骑兵面对他国步兵取得的胜利时，对方总会举出法国骑兵没能突破英国方阵的例子反驳我。据我所知，英国骑兵从没想过突破英国方阵，德国骑兵也没想过突破德国方阵。

人们有必要清楚地认识“骑兵无法冲击步兵”这一理论的根源。如我们所见，这个幼稚的观点根植于过去三十年所有白白浪费的机会里，并催生了关于骑兵兵种的各色谬论，导致骑兵被长期忽视。它的论据相当简单：在过去的前膛枪时代，骑兵就无法冲击步兵，所以他们在射速更快的后膛枪面前必然无能为力。

然而，在装填方式发生改变的前二十年，骑兵一直在冲击步兵。在符合作战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其战绩和过去一样出色。

在1848年的叛乱
[4]

 中，匈牙利骠骑兵几次成功的冲锋在历史上亦不逊色。我军在1846年和1848年两次锡克战争中的表现也值得关注。

波普（Pope）的旅在吉利昂瓦勒（Chillianwallah）
[5]

 的失败，无法掩盖第十六枪骑兵团在阿利瓦尔（Aliwal）的精彩冲锋
[6]

 ，以及第三轻龙骑兵团的诸多光荣战绩
[7]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成功只是在土著身上取得的。但是应当记得，这些土著都是经过训练的锡克士兵。一些经历过半岛战争和滑铁卢之战的老兵也参与了战役，在他们眼中，锡克人在射击和瞄准上都精于拿破仑的步兵，这些人就算阵型被击垮也会奋战至死，除了曹恩道夫的俄国人，历史上再没有哪一国的步兵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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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46年的阿利瓦尔会战中，英军第十六枪骑兵团击破锡克步兵的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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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英国轻骑兵旅向占据有利条件的俄国炮兵连发起正面冲锋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巴拉克拉瓦（Blaclava）会战也没能证实那些陈词滥调。那次冲锋
[8]

 究竟是否是基于战场形势的正确决策，或许仍然是个悬案。但是事实并没有改变：数量呈压倒性优势的炮兵和步兵发出的火力，没能阻止或抑制指挥得当且纪律严明的骑兵冲锋。直到撤退开始之前，我军的损失都不严重。如果冲锋得到有效的支援，大部分损失也许都能避免。

在镇压印度哗变的战争中，即便敌我兵力悬殊，我军所有的冲锋几乎都取得了成功。在这四场战役中，我军面对的枪林弹雨是近代不曾有过的规模，甚至未来也可能没有骑兵会遭遇如此强的阻力。战役中投入的野战炮装填量超过了现代榴弹炮——这些短炮的装填速度本身就不逊于任何后膛炮
[9]

 。步兵阵型规模的扩大远甚于射击速度的提升，尽管这在面对激烈冲锋中的远程炮火时有诸多不利。

我会再次详述这些观点。在这里想说的重点是，假设在三百码内要面对一万发飞驰的子弹，至于这一万发是来自五千名士兵的两轮射击，还是五百名士兵的二十轮射击，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每颗子弹最后是否击毙了马匹或士兵，或在呼啸一两英里、坠落地面之前能不能制造几个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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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年5月，驻扎于密拉特的印度军队发生哗变，成为印度大规模哗变的导火索




我们在回顾这些战役的历程时，几乎没有提及骑兵效能的关键问题，大部分的重点都在沉默中被忽略。不幸的是，我国骑兵已明显堕落至相当低的水平。

回首锡克战争的诸多场景，人们往往回忆步兵的雄壮进军，英国骑兵近乎惊人的迟钝总是叫人神伤。在追击坦提亚·托比
[10]

 之前，骑兵总是重蹈覆辙。四五十年前，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莱克勋爵
[11]

 展示过恰当管理的骑兵有怎样的作用。

想象一下，如果1857年5月那个关键的周日
[12]

 ，莱克勋爵身在密拉特，一支势单力薄的叛军怎么可能进入德里？再想想解放勒克瑙之后失去的战机吧
[13]

 。

在克里米亚，我们可以辩称马匹才刚下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阿尔马河（Alma）之战
[14]

 后追击的失败——但奇怪的是，从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人们往往借口马匹缺水。但是从我军的登陆点到塞瓦斯托波尔港（Sebastopol）的二十五英里间，流淌着阿尔马河和贝尔贝斯河（Belbeis），水源应该不成问题。

翻阅记载这几场战役的传记和史书，对我军失败的解释是，士兵因长期服役陋习多，训练僵化。这些作者的弦外之音是，我军失败的原因是骑兵教育的失败。查尔斯·纳皮尔爵士批判英国骠骑兵及其军服的著名长文也反映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希冀经验能成为一笔财富，促使士兵竞相以务实为荣，但这些事件的直接影响无处可寻。在印度确实设立过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更换装备以及那些在锡克战争里令人放心的事物。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所有的建议都进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只有他们强烈推荐的笼头链（chain-bridle）作为步兵军官坐骑笼头的一个基本附件被保留下来。用过它的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会觉得那就是一根用来拴马的普通链子。

我曾在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及其印度分部的图书馆里查阅，在英国或印度是否有过关于正规骑兵改革之需的报告文件，字里行间是否透露出马维茨日记或霍恩洛厄的《关于骑兵的对话》展现的洞察力。不幸的是，我只发现了现行政策的诸多滥用，却没有找到对改革实际有用的建议。

在当时以及多年以后，非正规骑兵
[15]

 的存在使人们转移了对此的注意力。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非正规骑兵从新兵入伍时起就是“合格的”骑手，能完美驾驭马儿——得益于残忍的当地马嚼。他们从小就惯于驾驭缰绳、稳坐鞍上，配备一名值得信任的指挥官，他们就能风卷残云般横扫缺乏领导的敌军。他们应该保留行动的自由，若不是如此善战的民族，自由只会导致士兵失去秩序。

在和平降临以后，杰出的骑术中最重要的特点——马匹对骑手“无条件服从”及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都被忽视，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兵源逐渐消亡。

引进英式马嚼后，新兵就不再在马背上生活，因而变得不善驭马。印度哗变二十年后，一个土著骑兵团未必做得到列横队跑步六百码，随后变为两排冲锋的动作。

雅各布为各团编写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资料，是说明我军核心问题的生动案例。他在公务缠身时被要求完成这份资料，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选择以最短暂和快捷的方式满足了任务的要求，并没有考虑军队的实际情况。

我军长期服役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年轻士兵的培养纯粹变为例行公事，雄心勃勃、富有竞争心的士兵都把精力发泄在营房之外。在我看来，训练新兵的工作比任何职业都需要优秀的战术素养、决断能力和对人性的洞察力，但这被交给了资质最平庸的人。如果不是少数缺乏“价值”的一流军官被迫留了下来，我们在印度的军队不可能保持现有的战斗力。

受篇幅所限，我无法详细论述大规模骑兵的演变以及美国人在内战时使用的骑马步兵。在这里我只想让人们注意常被忽略的几个要点。

骑马步兵本质上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各团士兵的质量因士兵的来源地不同而参差不齐：来自南部州和西部州的骑兵大多是出色的骑手，东部州的骑兵则很糟糕。

南北双方原本都把骑马部队作为骑兵使用，换言之，主要将其用于突击而非开枪射击，但是各地区的不同环境改变了当地的作战形式。不论是易于防守的森林，还是开阔的草原，几乎每个地区都发展出了各自独特的战术，而在草原州，骑兵的效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让骑兵和现在的德军与奥军一样易于指挥，但为了在战场上决胜，这方面的提高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南北战争中没有决定性的大型骑兵冲锋，这不意味着骑兵做不到这一点，而说明在时机成熟时，骑兵行动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不足以把握住机会。如果行动一致而准确的骑兵部队存在，我想在那场战争中涌现的优秀指挥官们——只提几个最响亮的名字：谢里登
[16]

 、舍曼
[17]

 、菲茨休·李
[18]

 、J. E. B.斯图尔特
[19]

 ——都能找到机会进行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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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战争中，纽约骑兵部队第一营征募骑马步兵的海报




美国骑兵战法的特殊之处——远程袭扰，最初只是为了适应作战地区的自然环境。

美国人烟稀少、河流密布、电报通信落后、交通不便，这些问题为远程袭扰的战术提供了天然条件。除了供水问题外，南非的自然环境与美国如出一辙，类似的战术也在当地发展起来。但是远程袭扰战术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人们通常的猜测：这一战术也适用于俄国以外的欧洲地区。

虽说养马的人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好骑手，但是照料一匹马和照料一群军马完全是两回事。照料一群军马需要纪律与规范。

因此，不管南北战争中的骑马步兵在战绩上多么出彩，都无法在能力上匹敌经过和平时期训练的骑兵部队。

这些骑马步兵往往对马匹投入过多，在同等消耗下的行军距离更短；在同等距离的行军中，骑兵消耗的物资要少得多。这些或成为影响战争的关键因素。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如果骑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充——根据近期战争的结果，我相信这会成真——假设士兵征募自边境地区，配备驯服的战马，经过长距离行军训练后，他们将体现出惊人的力量，远超史书上的任何部队。因为在准备长途行军用的马匹，以及减轻骑手装备和食物负重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发现。

换句话说，不能仅从过去来判断骑兵的价值，在充分考察了作战国家的自然环境后，他们的潜在价值超越了过去的一切评估，实际上为我们的征兵问题提供了答案。如果我们主要依赖步兵，但无法在遥远的边境地区征兵，就可能无法招到我们需要的人数。

为了减轻补给运输的困难，应该多对燃油引擎进行实验。轻型蒸汽拖拉机（light steam-sapper）
[20]

 虽然可以运行，但需要良好的道路才能进行快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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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库斯托扎会战中，奥军中的匈牙利枪骑兵攻击意大利步兵




谈起1866年的普奥战争，除了官方史料外，霍恩洛厄亲王的《骑兵文件集》给出了很有意思的信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波希米亚战场，而忽略了奥地利骑兵在库斯托扎（Custozza）的精彩表现。因此，我节录下文
[21]

 为例，以证明优秀的骑兵在后膛枪面前的战果与基于“操练场上的客观理论”的预测截然不同：



库斯托扎会战伊始，奥军普尔兹
[22]

 和波格丹诺维奇（Bogdanovitch）的两个骑兵旅，共十五个中队合计两千四百名骑兵（根据《国家晨报》，中队的平均人数是一百六十人
[23]

 ），从正面对意大利的安贝尔（Humbert）和比克肖（Bixio）两个步兵师发动进攻，他们策马追赶散兵、击破了几个方阵，所到之处散布恐慌和混乱。由于耕地遍布意大利，大多数意军步兵以树丛为掩体，并在骑兵撤退时向其释放了毁灭性的火力。但这次冲锋的战果是，意军的三十六个营丧失了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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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中，奥地利骠骑兵与普鲁士胸甲骑兵交锋





奥军骑兵不仅没有被摧毁，甚至伤亡极少。从上午7点的第一波进攻到下午5点，他们自信地牵制住那两个师，使其无法去支援其他部队。随后他们再度冲锋。在恐慌中，意军有个营的步兵放弃武装抵抗。结果，两千四百名骑兵不仅牵制住了两万五千名步兵，最终还抓获了多于自身人数的俘虏。



在战场的另一处，西西里枪骑兵团的三个连（共计一百二十人）发动了一次及时冲锋，虽然伤亡惨重，但是摧毁了四个营并让剩下的那个营陷入恐慌中，阻止了敌军占据那些可能会导致奥军输掉会战的关键地点，他们却只损失了两名军官、八十四名士兵和几匹马，代价不算高。



这些战绩是在可能最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国家中取得的，行军时常常有围墙、花园、葡萄园挡住去路。




应该指出的是，意军的步枪火力可覆盖五百码以内的地面
[24]

 ，射出的子弹威力足以击碎骨头。意军步兵组成了六排的方阵，他们能射出的子弹数量是间距四步宽的普通散兵线的两倍。

奥地利骑兵在波希米亚边境的失败，足以归咎于作战地区的自然环境，奋战的奥军骑兵只有在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战
[25]

 之中拥有公平的作战地形。在波希米亚的天气、地面坡度以及战马的状态等多方因素影响下，他们最终在步兵面前败下阵来。

我恰巧在这场战役结束约一周年后考察过战场。向导是一位参加过此战的奥地利军官，他向我保证当时该地一直在降雨，天气糟糕。

大冲锋发生在赫卢姆村（Chlum）的山脊上，这段缓坡以三度左右的坡度抬升并延展两英里。土质是厚重的黏土，到处长满了庄稼，在战争中被踩踏的部分清晰可见。

由于该地区驻军过多，战马几乎都在挨饿，故上坡时的速度不如平时快。

事态的发展并不令人意外。山脊上迎击的普鲁士人几乎都是“生存的适者”——因为在赫卢姆争夺战中，想开小差的士兵都已经找到了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谁会为奥军英勇奋战后的失败而诧异呢？可是，如果这些忠诚的骑兵能在三个小时之前集中到山脊后面，在腓特烈王储的军队尚未赶到，比斯特里茨河（the Bistritz）方向的普军还在漫长的山坡上缠斗时投入战斗，会战的结局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从战术角度来看，这场战役的结果在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由于装备后膛枪的一方大获全胜，很容易轻率地将武器视作决定性因素，从而忽视战术及从战术中获益的士兵的因素。

假设让双方装备前膛枪再度交战，不管进行多少次，结果都不会改变。因为普鲁士人在战略高度和各级军官的智谋上都更胜一筹。

冷静思考即可明白，落败的一方一如既往地被落井下石，即使是在燧发枪时代初期，批判也经常过火。然而，冷静思考恰恰是人们缺乏的品质。战术上的异端邪说诞生了，这种思想将武器置于人之上，并忽视指挥官在解决问题时必须面对的人性因素。

简而言之，一旦国家把当时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托付给某位将军，将军就必须以全局预观看待战役。

两三次决定性的胜利会终结一场持续六周的战争，但是没有可靠的军队就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士兵的素质越高，必要的决定性胜利就越少。如果普军在训练中只学过躺倒或是在有效射程之外开火，他们是不可能攻下赫卢姆山脊的，奥军将会有序撤退。在拿下维也纳前或许还要经历六次大会战，战争将不得不拖延到冬天。普鲁士最终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消耗将可想而知。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战役
[26]

 落败，法国将介入战争，战争的走向显然会扑朔迷离。

然而，军衔较低的士兵却不能理解这些，书籍市场上泛滥着《战术反思》
[27]

 的订单，这本书令人厌烦地讨论着老问题：“如何不敲破鸡蛋就煎出鸡蛋卷？”

结果是致命的，尤其是对骑兵部队，他们不仅丧失了自信心，还感到军队内的舆论矛头指向了自己，并且更加坚持“骑兵无法冲击步兵”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当他们在四年后再次面对敌军时，未能抓住机会也是理所当然的。




[1]
 译注：滑铁卢战场上一条两侧高、中间低的公路，位于英军阵地圣让山的最高处，现已被填平。


[2]
 译注：击退法军的英国骑兵在追击中失去秩序，损失惨重。


[3]
 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任何关注骑兵的军官，要是能从记录中查清各个团从半岛回国后的遭遇、编制的短缺、战争中的马匹补充数量，以及军官们在私人信件（如有留存）中对渡过海峡之后指挥状况的看法，都将获益匪浅。


[4]
 译注：指1848年欧洲革命，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范围几乎波及整个欧洲。


[5]
 译注：吉利昂瓦勒会战（1849年）发生于第二次锡克战争期间，英军右翼的波普命令骑兵发动了一次穿越荆棘丛的失败冲锋。在慌乱中，英军决定撤退，结果一个团被追击的锡克人击溃，导致英军右翼的步兵被迫撤退。


[6]
 译注：阿利瓦尔会战（1846年）发生于第一次锡克战争期间，第十六枪骑兵团带领整个旅击退威胁英军左翼的锡克骑兵，并与经过欧式训练的锡克步兵交战，击破后者的方阵并造成巨大伤亡。


[7]
 译注：第三轻龙骑兵团参与了两次锡克战争中的七次会战，包括穆德基会战（1845年）、费罗泽舍会战（1845年）、索布劳恩会战（1846年）、勒姆纳格尔（1848年），吉利昂瓦勒会战和古杰拉特会战（1849年），尤其是穆德基的冲锋为他们赢得“穆德基的安拉”之赞誉。


[8]
 译注：巴拉克拉瓦会战（1854年）中，卡迪根伯爵的英国轻骑兵旅向占据良好地形、准备充足的俄国炮兵连发起了正面冲锋，一度攻入其阵地。俄军最终被迫撤退，且伤亡巨大。诗人丁尼生据此创作了著名的《轻骑兵旅的冲锋》。


[9]
 不是速射炮，那只是个先天不足的装饰品。


[10]
 译注：坦提亚·托比（Tantia Topi，约1814—1859年），印度哗变时期印度方面指挥官。


[11]
 译注：1801年至1807年间任驻印英军总司令。


[12]
 译注：1857年5月10日（周日），以孟加拉第三轻骑兵团为首的印度军队在密拉特发生哗变，次日进军德里拥立莫卧儿皇帝，揭开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序幕。


[13]
 译注：1857年9月，一支英军历时八十一天攻占了勒克瑙，但是因为人数劣势不得不死守城内。另一支英军于11月救援该军，但是担心其他叛军的进攻旋即放弃该城，没能巩固英军的成果。


[14]
 译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四万名俄军在缅希科夫指挥下在阿尔马河一带阻击六万三千名英法土联军，俄军战败撤退。


[15]
 译注：指印度的土著骑兵。


[16]
 译注：菲利普·亨利·谢里登（Philip Henry Sheridan，1831—1888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军骁将，著名骑兵将领，在战争后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战后为四星上将，并为美军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7]
 译注：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中地位仅次于格兰特将军的将领。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陆军上将。


[18]
 译注：菲茨休·李（Fitzhugh Lee，1835—1905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盟军的骑兵将军，罗伯特·李的侄子。


[19]
 译注：詹姆斯·尤厄尔·布朗·“杰布”·斯图尔特（James Ewell Brown “Jeb” Stuart，1833—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陆军少将。


[20]
 译注：一种以蒸汽为动力的运输工具。与蒸汽机车不同的是，它不需要轨道就能行驶。


[21]
 原文第35页。


[22]
 译注：路德维希·冯·普尔兹（Ludwig von Pulz，1822—1881年），奥军陆军元帅。


[23]
 奥地利骑兵的中队人数远多于其他国家，一般有二百二十人。


[24]
 这种枪的射程可达一千二百码，类似旧式的恩菲尔德－斯奈德步枪。


[25]
 译注：该战役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普军兵分两路，易北河军团和第一军在比斯特里茨河方向与奥军激战。腓特烈王储的普鲁士第二军在下午2点半赶到后，奥军中枢阵地赫卢姆被攻克，损失惨重。近四十个中队的奥地利骑兵发动冲锋，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掩护主力撤退。


[26]
 译注：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也被称为萨多瓦会战，萨多瓦在战场上更靠近普军。


[27]
 译注：书的全名为《1866年普鲁士战役：战术上的反思》（Prussian Campaign of 1866: A Tactical Retrospect），出版于1869年。作者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作为参谋曾参加过普奥战争。






第十一章


普法战争

波希米亚战役后为期四年的和平时间，远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战术问题。普鲁士人为自己的胜利所震惊，试图找到胜利的原因。多年以来，他们对自己的军事制度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该制度才初次经历实战的考验，因而没有发觉制度蕴藏的惊人潜质。军方（而非参谋部）轻率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新兴的后膛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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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的门塔纳会战是1866式步枪的战场首秀。此战胜利后，法国议会收到了“沙瑟波表现出色”的报告。法军在1868年完成了全军对该步枪的装备




普军被后膛枪在冷静且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制造的杀伤力深深震撼了，但是杀戮的规模并没有胜过旧时代。毫无疑问，法军装备沙瑟波（chassepôt）
[1]

 的消息，以及法军对门塔纳（Mentana）之战
[2]

 战果的夸大报道，使普军上下都怀着忧虑的心情期待与这种新式武器交锋。

骑兵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笃信旧谚“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少数人，都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危险异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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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式步枪




在先前的章节中，我曾提到克勒的《1806—1876年间的普鲁士骑兵》，这本书是对骑兵努力改革的最佳纪录。但是改革稍纵即逝，当战争爆发时，骑兵部队既未装备新武器也没能重组编制。

各骑兵团依然分属各军指挥，虽然独立的骑兵师已经在原则上被接受，但是组建这些单位的命令直到7月29日才发出。试举一例，隶属王储军团（the Crown Prince's army）的第四骑兵师，实际上直到越过边界交战的那一天（8月4日），才初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师接受检阅并交付指挥官。

这些师的建制也很混乱：有的两个师共有十六中队，有的一个师就有二十个中队，有的四个师仅有二十四个中队，有的一个师竟有三十六个中队。

第一和第三骑兵师没有一个团配备卡宾枪，因为只有骠骑兵和龙骑兵才装备这种武器，而这两个师由枪骑兵和胸甲骑兵组成，所以只装备了手枪——甚至不是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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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年7月31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出发去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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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打响前，法国人聚集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高呼“打到柏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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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战争中法国胸甲骑兵与普鲁士枪骑兵的交锋




至于其他的师：近卫骑兵师包括两个龙骑兵团、两个胸甲骑兵团和两个枪骑兵团，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士兵装备了卡宾枪，第四骑兵师的比例与之相同，第六师有百分之四十、第十二师有百分之五十、第五师有百分之五十五、第二师有百分之六十六。各不相同的比例证明，在军方负责人眼里，骑兵在这场战争中能起的作用相当低。

理所当然，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多次在战争初期被法军步兵的小规模散兵打败，结果对这场战役的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过，德国人并非歇斯底里的民族，媒体没有打算拆掉陆军部或吊死老毛奇和冯·罗恩
[3]

 。

法国骑兵装备火器的比例要高得多，且武器的射程和精度都是德国撞针枪的三倍，装填速度至少是两倍。在装备方面这一空前绝后的差距，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对战役进程的影响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法国的每个军都有自己的骑兵师：下辖三个步兵师的军，所属骑兵师的规模为两个旅；下辖四个步兵师的军，所属骑兵师的规模为三个旅。而普鲁士的莱茵河军团也有两个预备重骑兵师可供调度。法国骑兵或许是用于对抗敌军的胸甲骑兵和枪骑兵师，而普鲁士骑兵则显然是以相同的目的而组建的。

德军每个步兵师下面都有负责侦察的轻骑兵团，法军步兵师下属的骑兵并无固定的分工，而是给各中队分配具体的任务。假设法军在战役开局便得胜，是否会按照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派骑兵上阵冲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骑兵的体制是否存在不足？这些预测令人饶有兴趣。显然，只要普军把他们的骑兵师合理投入前线，其步兵师属的骑兵部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除非是在步兵部队独自作战的时候。在法国的骑兵制度下，中队的开支是否更低依然存在争议。但事实是，现在各国都更倾向于法国而非德国模式。

在战马方面，普鲁士人不仅在马匹资源上拥有巨大优势——尤其是骠骑兵和龙骑兵需要的矮马——而且他们的骑术也比法国人高得多，这是“中队制度”在过去四十年缓慢发展的结果。但总体而言，南德意志则在拿破仑战争中耗尽了马匹储备，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其骑兵并不出色，几乎比不上法国骑兵。

据我所知，双方在装备负重上的规定相同。普鲁士骑兵的身材更高大，因此他们的战马要比敌军多承载约一英石，在整场战役中，这些战马在耐力上也更胜一筹——再次证明，相比从纸面上调整负重规定，正确地操练和理解骑术更有利于保护马匹，这是近期对南非战事的批评者经常忽视的。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法军骑兵普遍服役七年，还有不少重复入伍的士兵——富裕的被征入伍者购买豁免权，雇佣这些人代替自己入伍。在纸面上，他们的骑术条例与普鲁士人几乎完全相同，高级军官几乎都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比对手值得夸耀。然而，服役期仅为三年、缺乏实战的锻炼的普鲁士骑兵无论处于任何地形，都在直接对决和机动性上占据优势。

相同的评论也适用于两军的高级参谋及各个部门。这有力地证明，无论是个人的勇气还是经验，都无法匹敌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士兵出于责任感而自我牺牲、相互协作的力量，这是普鲁士军人在人际交往时的特征，如韦尔迪·迪韦努瓦（Verdy du Vernois）
[4]

 自述与总指挥部参谋的私人关系时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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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参谋长毛奇和陆军大臣罗恩等重臣陪同国王威廉一世视察战场




我们对1870年德国骑兵的现有观点，基于由已故的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执笔，叙述极为谨慎且有着华丽配图的官方历史著作。在《骑兵文件集》中，他作为严格意义上德军功绩的“局外人”，写下了自己的看法。鲜为人知的是，德国的骑兵专家对这部作品群起而攻，指责他蓄意把正努力改进完善的下一代人变得松懈。已故的森夫特·冯·皮尔萨赫将军是德军中的主要骑兵权威之一，他和亲王见面时的大量对话被如实记录，后来由亲王编成了《关于骑兵的对话》。想要了解普鲁士骑兵的真实发展，我推荐阅读这部作品，而非《骑兵文件集》。尽管该书是为德国军队而写，只要加以必要的修改，几乎每个字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各团的团史也是信息来源的一大渠道，但是数目庞大、不便查阅。幸运的是，最近孔茨少校（Major Kunz）为我们整理了复杂的团史资料，并辅以战争日记和总参谋部档案中的文件，在1895年完成了一份几乎完美的参考资料和对战时骑兵指挥的分析
[5]

 ，其中无情地揭露了军队上下在敌人面前犯下的诸多错误，并且预估了骑兵在现代标准下能取得的战果。

我想请各位特别关注这些资料，希望它们有助于纠正我军正盛行的一个观点：1870年的战绩是普鲁士骑兵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当时的训练方式必将成为下一代的标准。而普鲁士人却是这样想的：“1870年，我们在指挥平庸、训练糟糕、骑术不精的情况下，都取得了这样的战绩，如果我们反思自己的错误并避免再犯，下一次能取得多大的战果？”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1870年的普鲁士骑兵？从霍恩洛厄亲王《关于骑兵的对话》的以下引文中可见一斑，这是冯·皮尔萨赫将军对于亲王疑问的回答，尽管在我看来过分悲观，但明确指出了阻碍普鲁士打造真正强大的骑兵之师的不利条件：



10月1日到（次年）4月1日的冬季骑术教学中，我们让马匹待在骑术学校和训练场的平地上，此后的中队操练和团操练也都是在平坦的阅兵场上。在分队训练的短短四周时间内，有没有必要让骑兵直接越过他们在行军中遭遇的任何地形？骑兵能否相信只要坐稳并控好衔铁，战马就能安全地驮着自己？能否期待骑兵把目光放在敌军和自己中队的指挥官身上？他们会不会紧张地低头看着地上的每块石头和每条沟壑，担心坐骑的嘴巴反抗导致队形失去秩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指挥官，当他知道每一片土豆地、每一道山脊和沟壑都会疏散自己的队形，如何去相信自己的中队能在接敌时保持密集队形？另外，骑马的热情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容易衰退。在我军，军官只要徒步或者站在操场中间就能完成大多数工作。




普法战争的梗概广为人知，我想让各位把注意力放在普鲁士骑兵一些公认的失败上。我无意贬低他们的军队，而是想让读者明白：要评估骑兵经过优良训练后所能达到的上限，迄今为止的历史仅仅是最低的标准。

团操练才刚刚结束，许多军官趁着分队训练尚未开始请了几天假。战争不期而至。7月17日晚上10点到午夜间，各个卫戍区都接到了战争动员令，次日天未破晓就有几个中队越过了国界。我有个朋友的驻地在兰道，他请了三天假去拜访孚日的几个阿尔萨斯朋友
[6]

 ，并在假期最后一天下午悄悄策马而归。出乎意料的是，在离国界线一定距离的法国领土，他发现了自己团里的几个骑哨。他猜想是士兵在外放哨，指挥的中尉无意越过了国界，于是立刻上前命令他们撤退，然而哨兵答道：“对不起，先生，我们正在与法国打仗。命令在昨夜抵达，我们正到处找您。”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没有什么能更好地从本质上解释德国军人的动力——在过去三十年，它使每个德国军官牢记坚决履行职责，随时准备战斗。他们无暇进城采购华丽的装备，或是花整个下午去搞清楚最无用的实战武器左轮手枪的使用技巧，也没有时间淘汰中队的战马。当“集合”的号声响起，士兵必须迅速列队，一切准备就绪。人生中的这种课足以教会一个人“今日事今日毕”。当1870年再次响起号声时，军队必然不会再有犹豫与分歧。这也解释了德国为何存在广受批评的“皇帝的警示阅兵”。

在此摘录孔茨作品（第40页）中失职的一例，以证明普军骑兵并非认知中的那般完美：



7月21日夜间，驻于茨韦布吕肯的第七枪骑兵团的一个连队接到命令，要求破坏萨尔格明德（Saargemünd）
[7]

 和哈格瑙（Hagenau）
[8]

 之间的铁路。带队的军官对该地区一无所知，而且没有地图。在山间游荡了四十八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铁路，用石头在铁路上搭了一个临时路障，并没有使用携带的炸药和火药。




这件事似乎没有激起风浪，因为那名军官没有颜面尽失，被逐出军队。在我眼里，这简直是军事史上的一则奇闻：一个人在自己的祖国——意味着他能问路——竟然找不到出发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条东西走向的铁路。想象一下，要是我军的军官在纳塔尔犯下这种错误，上至陆军部下至刚入伍的尉官，将会面临怎样的诘责！

如前文所述，各骑兵师的编制直到7月29日才定下来。8月4日早晨6点，隶属第三军团的第四师初次作为一个单位接受检阅，并奉命进军上奥特巴赫（Ober Otterbach）。与此同时，战斗在维桑堡打响，一名勤务兵被派去调遣第四师前往战场。他在上午11点到达上奥特巴赫，但没有发现该师——由于第十步兵师搭乘的火车穿过第四师行军路线，导致第四师晚了一个半小时，直到下午1点才抵达上奥特巴赫。尽管相距战场只有几英里，他们认为已经来不及赶往战场了。战斗在下午2点钟结束，德军有二十二个中队的师属骑兵可用于追击，但是整支军队，包括参谋部都因获胜感到兴奋不已，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放任法军溜走。

次日早晨（8月5日），第四师开往前线，在沃尔特（Woerth）附近的绍尔河确认了法军的位置。但他们并未与敌军接触，而是撤退到步兵的左后方扎营。第二天，两军在沃尔特激战整日，第四师被上级命令留守岗哨。这场会战的经过众所周知，无须再详细叙述。法国骑兵未能决定性地影响战斗的结果——人们往往据此论断在后膛枪面前骑兵不再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米歇尔旅战斗的以下描述将证明该论断的谬误。

第一次冲锋是米歇尔旅发起的，他们与麦克马洪
[9]

 军的其他骑兵一样已多日缺乏草料。前一夜还下了一场大雨，在潮湿的黏土地上，骑兵的状态不足以奔跑一千二百码。

德国人（第十一军）刚刚占领了法军左翼的阿尔普雷希豪瑟（Alrechtshaüser）农场和莫斯布伦（Morsbrunn）村，正在半向右转包抄眼前无序撤退的敌军。此时，米歇尔旅突然出现了。

随后的战况宜用普鲁士官方历史来说明，因为官方史几乎不可能偏袒法国骑兵：



进攻地形对法国骑兵极为不利，他们显然没有事先侦察。地上倒着一排排树木，还有深沟阻碍行动，步兵则在开阔且平缓的山坡上拥有清晰的射击视野。


[image: ]

◎　米切尔旅的胸甲骑兵发动冲锋，这场战斗亦以“赖希霍芬的冲锋”为人所知（赖希霍芬为法国预备骑兵的部署位置）





第一线是第八胸甲骑兵团的中队纵队，第九胸甲骑兵团的三个中队排成横队跟在右侧，身后是列成分队纵队的第四中队，右后方的更远处是第六枪骑兵团。



起初，米歇尔旅的视野里没有敌军，这股超过一千人的骑兵散乱地向莫斯布伦进军，他们英勇地承受了从阿尔普雷希豪瑟直击其左翼的步兵火力，试图找到仍然在上述村庄附近集结的敌军。



此时，他们所寻找的敌人正在准备进军，第三十二步兵团在前，第二线是第九十四团；第三十二团的第二和第四连位于莫斯布伦西北的高地，第一和第三连仍在村庄的街道上。两个团的第二营都已抵达该地以左的位置，第三十二团的第二营以半营为单位排成紧密的两列横队——第九十四团的第二营则是连纵队队形，第三工兵连也在场。这些团的燧发枪兵营
[10]

 在莫斯布伦以南待命，第八十团的各连刚刚从布鲁希（Bruch）磨坊抵达村庄的北口。



当第一排士兵出现在高地上时，埃伯巴赫（Eberbach）东南灌木丛中传来了猛烈的火力，导致一时无法继续进军。他们随后遭遇了敌军骑兵的集群冲锋。



步兵们本可以在大片的葡萄园和啤酒花园里找到掩体，前方的树木也能提供直接的掩体。但当这次冒险的进攻袭来时，他们既没有组成营队也没有集结方阵——这些队形能最有效地发挥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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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胸甲骑兵团在莫斯布伦遭遇重创，法国骑兵以七百人的代价保证了步兵的安全撤退





第八胸甲骑兵团向方才离开村庄的步兵发起了第一次冲锋。他们同时遭到了第三十二团的两个连和两个半营的射击，后者在战斗中半转向右展开。



胸甲骑兵不一会就出现了惊人的伤亡，幸存者冲过步兵的左右两侧，突破了第二连的部分散兵，试图夺取一条穿过村庄或从北边绕过的宽阔道路，但他们被村庄街道里的两个连和北边的第八十团散兵击败。



第九胸甲骑兵团的境况也不好，在步兵左翼放哨的工兵连以松散的队形，在三百步外向他们精准地开火，他们队伍的一角在骑兵的冲锋中被击破。



组成最后一线的枪骑兵攻击了普鲁士步兵的左翼。第三十二团第八连转向到左翼并展开横队，在一轮齐射后“自由开火”，有效打击了冲锋的骑兵。那些没有受伤的骑兵则继续推进并穿过莫斯布伦。



骑兵的英勇冲锋保证了最右翼的法国步兵安全撤退。




因此，法国骑兵以伤亡七百人左右为代价，使法国步兵在撤退时不被敌人追击。法军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在他处重整旗鼓，此后再次进攻阿尔普雷希豪瑟并将其夺回，迫使普军左翼后撤。但在普军的另一波攻势下，法军最后放弃了此地，普鲁士人终于得以在下瓦尔德（Niederwald）站稳脚跟。

总而言之，法国骑兵的冲锋将这场会战的结局推迟了整整三个小时。我们应当记得，普军在左翼的推进决定了会战。倘若估算一下这三个小时对普鲁士人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免于被俘或阵亡的法军人数
[11]

 ，我认为法军付出的代价并不高。

这次冲锋面临如此不利的状况，以至于难以指望成功。除了上文提到的不利地形以外，在法国骑兵的冲锋途中还有一条横向的凹路，宽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码。状况不良的战马负重二十英石，以“最快的步伐”穿越了这条路。他们的侧翼遭受着来自阿尔普雷希豪瑟的射击，由于三分之二的团排成了纵队，在敌军的火力下，队形肯定被严重破坏了。最终冲锋应该是以纵队进行的，因为在官方叙述中没有提到第八胸甲骑兵团和第六枪骑兵团展开成横队：如果情况属实，发生一场灾难的要素就集齐了。

假设一支骑术精湛的骑兵部队，拥有一位经验丰富、坚定果敢的指挥官，并在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名指挥官不会选择在敌军炮弹射程内的一棵树边集结队伍——米歇尔旅因此损失惨重——他会摆脱布满深沟、被落木阻塞的地形，选择一个有掩护的地方，从那里给敌军侧翼有力的一击。

埃伯巴赫的山谷就能找到有掩护的地方，在贡斯特（Gunstett）到劳巴赫（Laubach）之间跨过溪流的道路附近，在福埃斯泰姆（Foestheim）村最高处布哨即可让指挥官了解攻击进程。无须多言的是，他会事先勘察地形，就算不曾勘察过，由于这条路线远比向北行进安全，就算失误也不会有那么致命的影响。

从该位置出发，法军能够在掩护下接近普军左翼阵线的一百五十码之内。在冲锋时，枪骑兵以疏开队列组成第一线，第八胸甲骑兵团以密集队形跟在其后，并把第九团作为预备队留在手里。战斗的结果应该会让任何一名骑兵指挥官满意。

博纳曼旅后来浪费了一个小时在葡萄园里徒劳地与敌军步兵战斗，没有理由不让该旅和米歇尔旅组成一个完整的师。这股强大的兵力以莫斯布伦为轴，向正北穿过山谷进击沃尔特，很可能击溃第十一军，决定整天的战局。

下文摘录自一本册子《步兵的正面进攻》（由纽迪盖特将军翻译）里的一封私人信件，反映出普鲁士步兵在会战阶段的状态，足以证明上述观点：



我团很快接到了前进的命令，我隶属的燧发枪营排成连纵队向绍尔巴赫河（the Sauerbach）进发。进入敌军子弹的射程后，我指挥的散兵排（zug）展开队列，另两个排以密集队形紧随其后。



我们前方已经有一条散兵线，他们似乎已经占领了通往埃尔萨斯豪森（Elsasshausen）的丘陵地带上的一个高地。



在绍尔巴赫河，我失去了其他部队的踪迹，渡河后我们不得不穿过绍尔河和丘陵底部之间的广阔草地。在接近丘陵的山脚时，我看见前方的散兵队列调转方向，全速撤下高地，果然如我所料，他们正被敌军追赶。我让自己的排占据了一个迎击的位置，以有效地阻击追击的敌军。



败退的部队撤到我们身边并停了下来，我从一名士兵——当时没有军官在场——口中得知，他们被拥有极大人数优势的法军攻击，被迫撤退。



但是，法军还没有翻过高地，我们就看到在我们左前方约五百步外有部分敌军。我方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开火，我尽力阻止他们。



随后，进攻高地的命令经队列从右边传来，并附有军官的指示——整个队列伴随着欢呼声和猛烈的火力向高地上冲去。登上高地后，我们看到约四百步外的敌军散兵正飞速逃离，消失在起伏的地势中。



我无法理解法军为何在我军薄弱的阵线前逃走。我们全力追击，兴奋不已的士兵们随意开火，根本没法阻止。随后，进军突然停止，我们进入了一片视野狭窄的地区。我还来不及弄明白进军停止的原因，整个队列就调转方向，开始失去秩序地逃跑。没有人能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法军在一大股散兵的增援下进攻，击退了我军的右翼，但我们并没有看到。



在四百步外，我们成功让士兵们停了下来。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但继续猛烈地开火。尽力安抚士兵后，我们再次前进。这一次，法军在我们离他们不到两百码时才开火，这是决定性的一刻。但是，法军随后转身逃跑，我们追上去，高喊着“万岁”，不停地射击。




这一刻，应该有及时的骑兵冲锋从左后方打击他们。



我们已经离法军据点埃尔萨斯豪森不到五百步，左侧是下瓦尔德，此处猛烈的火力让我们无法推进，所有人都找到了掩体。一场远距离的火力交锋接踵而至，我们的情况很快变得越来越不利。士兵们焦虑地观察四周，看是否有援军到来，却毫无收获。军官们无法让士兵坚守位置，由于战友的伤亡以及数小时的远程交火，他们感到沮丧不已。



随后，我们清晰地看到，有几个密集的法军营队攻了过来。士兵们坚持不住，转身后退，阻延敌军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事实上，我军并没有溃逃，而是整个阵线在缓慢地撤退。我们步步后退，敌军步步紧逼。没有援军出现，我想这场会战输定了。我们以这种状态后撤了一百五十步，这时，突然听到“全军前进”的号声，所有士兵都开始执行命令。



符腾堡人的密集营队正在接近，这给了士兵新的勇气。他们转过身来，加速向敌军冲去。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时候，普鲁士第十三骠骑兵团的三个中队正在地形的掩护下组成密集的中队纵队。米歇尔旅十个中队的残兵突然从普鲁士人的右后方全速撤退，并试图保持队形。

停在原地的普鲁士人立刻“调转方向”，飞奔着发动冲锋。由于事出突然，他们来不及展开，只有外侧的士兵试图变为横队冲锋，但这次突袭足以让法军慌乱。在短暂的混乱后，普鲁士人迅速集结起来横扫溃败的法军，俘获六十多名士兵和大量失去骑手的战马。进攻之果敢、集结之迅速，都值得高度评价。

我们已经知道，第四骑兵师根据上级命令留守后方。普军能够投入追击的只有隶属于各师的骑兵，他们中有许多中队还在绍尔河的对岸——沃尔特以东。然而，由于前夜的暴雨，这条河难以通过。

一共有二十一又四分之一个中队，不少于两千七百八十五名骑兵追赶败退的敌军，各个中队独自作战时生龙活虎，但却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指挥的迹象。无论如何，他们击溃了数支密集的步兵部队，共俘获九门大炮、一挺机枪、五百匹战马和两千名士兵，还有雷什奥芬（Reichshoffen）的许多伤员、两个火车头和大量车厢。

第四骑兵师于下午6时在下瓦尔德苏尔茨（Sulz-unter-dem-Walde）附近的营地里接到前进的命令。他们即刻出发，但由于火车堵塞了道路，他们到午夜时分才走了十五英里。他们马不卸鞍、露营休息，在破晓时出发。受战争的好运气眷顾，枪骑兵们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但是他们只装备了长枪，被法军散兵借着山区的崎岖地势轻松打败。追击大体就此中止，战马已经无力前进，前夜短暂的歇息不足以让它们得到休整——天气状况也十分不利
[12]

 。

同日在斯皮舍朗（Spicheren）发生的战斗持续到了晚上，该地区难以进行夜间追击，但哨兵很快在清晨找到了敌军的踪迹，并穷追不舍，直到维翁维尔（Vionville）会战那天的晚上
[13]

 。不断战斗的骑兵们一路鞍马劳顿，并因水源缺乏，难耐高温而精疲力竭，被步兵前哨接替。次日清晨，没有新的骑兵被派去继续追击敌军。




[1]
 译注：即1866式步枪，是法军装备的第一款后膛枪（1867—1874年），由安东尼·阿方斯·沙瑟波（1833—1905年）设计。


[2]
 译注：门塔纳会战（1867年11月3日）发生于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教皇国联军击败了试图攻占罗马的加里波第。


[3]
 译注：两人分别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长和陆军大臣。


[4]
 译注：时任总参谋部参谋，老毛奇的得力助手，曾于1889年至1890年出任陆军大臣。


[5]
 译注：《1870和1871年战争中的战斗和战斗中的德国骑兵》（Die deutsche Reiterei in den Schlachten und Gefechten des Krieges von 1870/1871），柏林，1895年。


[6]
 译注：兰道和孚日分别位于德国与法国，两地都靠近两国国界。


[7]
 译注：即今法国萨尔格米讷（Sarreguemines）。


[8]
 译注：即今法国阿格诺（Haguenau）。


[9]
 译注：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年），法国军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873—1879年）。在克里米亚战争及意大利马真塔战役（1859年）中扬名，被升为法国元帅，并受封为马真塔公爵。


[10]
 译注：即轻步兵营，此时已不装备燧发枪。


[11]
 如果普鲁士人在白天多出这三个小时，他们就能俘虏更多法国人。


[12]
 可参考孔茨少校对沃尔特会战的详细研究，出版于1902年。


[13]
 译注：即8月16日。






第十二章


从维翁维尔会战到战争结束

法军当天的首次冲锋发生于上午11点，目的是掩护弗罗萨尔
[1]

 的法国第二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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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让尼奥（Pierre-Georges Jeanniot）绘制的《射击队列，追忆勒宗维尔的战斗》，他作为步兵军官亲身经历了维翁维尔会战




下文引自已故的克勒上校在《维翁维尔－马斯拉图尔会战中的骑兵》（Die Reiterei in der Schlacht Vionville-Mars la Tour）第15页的叙述，其与孔茨后来更加详细的资料也相吻合：



当时位于勒宗维尔（Rezonville）和维利耶欧布瓦（Villiers-au-Bois）之间的法国骑兵部队如下：第三枪骑兵团、帝国近卫军的骑兵师、德福尔东师和瓦拉布雷格（Valabregue）师。每个师分为两个旅（或者分为一个枪骑兵团、四个猎骑兵团、四个龙骑兵团和四个胸甲骑兵团），总共集中了十三个团，不计先前的战损，一共五千名骑兵。



在接到弗罗萨尔将军“当机立断”的冲锋命令后，指挥近卫骑兵的德沃（Desvaux）将军命令迪普勒伊（Du Preuil）将军（指挥第三旅，包括一个胸甲骑兵团和一个卡宾枪骑兵团）率领他的胸甲骑兵去支援绍塞河（the Chaussée）畔勒宗维尔－马斯拉图尔以南的第三枪骑兵团。



骑兵团执行了命令，他们在后坡冒着敌军的火力与山脊平行整队。



根据法方的记录，大约11点半，猛烈的火力减弱了，有人发现无序溃逃的法国散兵出现在山脊上。普鲁士炮兵连紧随其后，他们随即占领了山脊，向法国骑兵开火。



第三枪骑兵团的两个中队一度前进，但在缺乏明确指令的情况下撤退了。



迪普勒伊将军向德沃将军报告表示，所有人都在退却。但在同时，他又收到了进攻的指令。他的部队距离普鲁士步兵太远了，有两千五百码。进攻失败是注定的，除非得到炮兵的支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弗罗萨尔将军回复道：“立即进攻，不然我们全盘皆输！”



于是，迪普勒伊的第一个梯队以奔跑的速度出发。第二梯队与其相距一百五十步，但由于步调太快，迪普勒伊下令减速，并和参谋部一同加入了队伍的侧翼。与此同时，第一梯队仍在全速前进，他们把第二梯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普鲁士散兵开始集结成方阵。



进攻方顺利地进入了步兵的射程之内、这时，德福尔东师露营的遗留物——在清晨慌乱丢下的饼干盒、辎重车等——突然阻挡了他们的路线。前路被阻碍的第一梯队被迫转向左边，他们越跑越偏，直到有两个中队陷入无序混乱中。这时，他们不幸遭遇了五十码外的火力射击，整条战线断开了，士兵们涌入普鲁士方阵中。上校和他的副官杀进了一个方阵，但在四面火力攻击之下，其余人溃不成军。



第二梯队由此暴露了。他们遭遇到三百码外的自由射击，并损失了一些骑兵。不过，在敌军火力得到暂时压制后，他们便继续以良好的秩序前进。当两军相距一百码时，回应他们“冲锋”号令的是普鲁士人的一阵弹雨，半数骑兵被打下马来，剩下的人不是撞上了障碍物，就是跌进了距方阵十步远的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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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战争中法国胸甲骑兵的留影




以上是法方的叙述（参见波涅上校的小册子
[2]

 ，英译版第45页）。普鲁士人给出了如下的描述：



冲锋攻入了第一线第十旅的连队，后者正赶往弗拉维尼（Flavigny）以东。第五十二团第二营由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上尉指挥，他们肩上扛着武器以横队迎击；在与敌人相距二百五十码时，他们开始自由开火，敌军的攻势在此之前已经减弱。第五十二团指挥官希尔德布兰特上尉被打死，敌军的其他骑兵从左右两边冲过去。后方的队列转身向他们开火。一边是第十二步兵团的燧发枪连，另一边是弗拉维尼和绍塞河之间第六步兵师的连队，他们用同样精准和稳定的火力迎击法军，只有少数足下生风的胸甲骑兵逃脱。




上文的重点在于，按照普鲁士人的记述，法国骑兵实际上表现更好。他们攻击的并不是正在集结中的方阵——在匆忙变阵时，士兵的勇气势必会动摇。聚在一起相互支援也意味着承认了己方的弱势。事实上，法国骑兵攻击的是完好无损的步兵横队，这项任务困难得多。

普鲁士人并未承认自己的阵线被敌兵突破，但是他们的指挥官在士兵面前阵亡，说明法国骑兵至少相当接近普鲁士军。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败给了一支既毫发无损，又受到炮兵支援，还准备充分的步兵部队，更何况其眼前还有障碍物保护。这不能为后膛枪证明任何事，就算在过去的褐贝司时代，战斗结果也不会改变（比如四臂村之战中的第二十八步兵团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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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军总司令巴赞元帅






为了掩护骑兵的撤退，巴赞元帅
[4]

 派出了近卫军的一个炮兵连，并亲自坐镇指挥。普鲁士第十七骠骑兵团的二十余名士兵原本在追击败退的法军，这时突然向这个炮兵连袭来，尽管后者在相距八十步的时候进行了最后一轮炮击，骑兵还是杀进阵中，几乎砍倒了整支拼死抵抗的部队，元帅和他的参谋部甚至被迫拔剑自卫。




如果将巴赞俘虏，对德军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5]

 。但一般来说，在战斗中俘虏一支军队的首脑，无异于扯掉了它的心脏，会成为骑兵最值得称颂的战果。



第十一骠骑兵团的进军被弗拉维尼以东泥泞的路面所阻，并未成功参与追击。他们登上了勒宗维尔以南山脊的斜坡（官方地图上的三一一高地）并发起攻势，冲下山脊驱散了大群法国步兵和骑兵。




这是一次出色的表演，该团在战斗中损失极小，仅有一名士兵和八匹战马阵亡，一名军官、十八名士兵和五匹战马负伤。



由于侧翼遭遇绍塞河方向的猛烈火力以及第十七骠骑兵团的撤退，他们也退回了。



刚过12点，法国第二军正在混乱中撤退。第六骑兵师接到第三军军长冯·阿尔文斯莱本
[6]

 的命令：“向勒宗维尔前进，敌军步兵正在无序撤退。”



但在普鲁士第六骑兵师赶到之前，战况就发生了变化。法军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并重整攻势。第六骑兵师的任务从追击败军变成了抵挡生力军的进攻，师长决定派出他的全部两个旅，截击向勒宗维尔前进的大股敌军。他们以如下队列前进：右边是第十五旅，下属的第三骠骑兵团在右、第十三团在其左后方充作第二线；左边是第十四旅，下属的第十五枪骑兵团在前，第三团的两个中队在右后方，第六胸甲骑兵团的三个中队在左后方。全师以拉开距离的中队纵队的阵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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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第六骑兵师的冲锋阵型





第十五旅并未成功冲锋，他们只是小跑着前进，甚至没能够展开。来自右侧的压力导致他们难以保持间距，整个旅收缩成了密集的中队纵队。在密集阵线的散兵射击下，这种队形极为不利，冯·施密特上校（冯·劳赫负伤之后，他负责指挥）见胜利无望，下令“停止”，并到侧翼指挥部队重新散开。经过数分钟的停顿后，他们以排为单位转向，并以步行速度撤退。在持续不断的枪林弹雨中，他们保持着间距和步行速度，直到完美地完成这次机动后才改为快步。第三骠骑兵团在白天的战斗中——后来他们参与了夜间的进攻，击溃了几支密集的步兵部队——共损失八十名士兵、一百匹战马。第十六团经历类似，但伤亡没有这么大。



第十四旅也没能成功冲锋，第十五枪骑兵团撞上了撤退中的第十七骠骑兵团的部分士兵，因而失去了秩序，后者正被法国骠骑兵的一个中队追赶。普鲁士骑兵迅速重整部队，为了维持年轻士兵的纪律，尽管处于敌军的火力攻击范围内
[7]

 ，他们仍然以操练场上的稳定与精准进行了整队。第六胸甲骑兵团没有找到攻击目标，而敌军放弃了攻势，士兵们躲进绍塞河边的壕沟里，这阻挡了胸甲骑兵的脚步。



然而，这次行动并非没有影响会战的进程：敌军的步兵放弃进攻，撤到了掩体，再也没有出来。炮兵连也撤退了，第五和第六步兵师因而摆脱了严重的威胁。




我仅在此注明：首先，当年德国骑兵的大规模机动不像现在这样训练有素，将来在进军中出现上述混乱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第二，该师虽然长时间暴露在枪林弹雨中，实际上损失很小，其余的话不言自明。

我们现在要讲当天的重要事件，即冯·布雷多著名的进攻
[8]

 。这场战斗虽然有很多记述，但仍有几点遭到忽视。下文的叙述参照了多位亲历战斗的友人证言，尤其是已故的波尔中校——他是第一个提议冲锋并带着战斗命令去说服冯·布雷多的人。颇为有趣的是，一名中层军官的决断或许影响了一场大会战的进程。而这名军官隶属于步兵，是自己兵种的坚定信徒，我们无须怀疑他对骑兵存在的偏袒。

波尔中校当时是一名服役约八年的尉官，他在会战当日担任第六师指挥官冯·布登布罗克（Von Buddenbrock）的传令官。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他和他的长官正在维翁维尔以西的高地上，遭受着敌军的猛烈炮击。将军的身边只剩他一个军官，其他人都被派往战场的各个方向传送命令了。

在他们的面前，即维翁维尔的另一边，是第二十四步兵团的幸存者。他们从大绍塞河畔维翁维尔—勒宗维尔到旧罗马道路之间展开成一条散兵线，在特龙维尔（Tronville）矮林的边缘延伸约一千码。他们既无其他兵种的支援，也没有任何预备队，且在数小时内都无望得到任何一种增援。弹药在慢慢地耗尽，士兵们疲惫不堪
[9]

 。

他们对阵的法军第三师在大约一千码外，分为两线并以横队展开，得到康罗贝尔（Canrobert）军的炮兵部队共九个炮兵连和十五个营的支援。当然在那时，波尔和他的将军都不清楚法军的准确兵力，只是看见几乎连绵不绝的两排展开的营队以及左侧的一行大炮。

将军突然转向他的副官：“我太累了，得睡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事，就把我叫起来。”他将缰绳放在马脖子上，便沉沉睡去。过去三天，他几乎没有休息过，无疑精疲力竭了。

很快，将军的传令官就发现了大规模法国骑兵。他估计至少有一个师（实际上是德福尔东师）出现在东北方向的维利耶欧布瓦到勒宗维尔的岔路与罗马道路之间；如果他们发现普鲁士步兵并冲锋，普鲁士步兵将无力抵挡。副官叫醒了将军，向他指出了新发现的敌军，并建议即刻找到最近的骑兵，请求他们抢先发动冲锋。

将军最初表示反对，认为冲击一支未动摇的步兵部队毫无希望，但他很快明白了事态：“找到距离最近的骑兵，请他们解救我们。”于是我的朋友出发了，他在途中遇到了第三军参谋长冯·福格茨·雷茨（Von Voigts Rhetz）并被拦了下来。波尔向雷茨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大致情况。

参谋长重复了骑兵不能冲击未动摇步兵的成见，在和平时代的操练场上，他一定无数次重复了这套理论。不过在审视全局后，他意识到了第二十四步兵团的绝望处境，同意立即行动，并指出了布雷多旅的位置：“去请求他们冲锋，如果他们要求一份明确的命令，我会很快从军长手里带来的。”

沿着参谋长指示的方向爬上矮山脊后，波尔中尉发现了列队完毕的该旅
[10]

 ，并找到了旅长冯·布雷多少将。波尔告诉我，他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一名年轻的陆军尉官必须面对军中最杰出的骑兵，请求他牺牲自己的旅。布雷多拒绝了他的请求，觉得这个年轻军官丧失了理智，再次指出“骑兵无法冲击未动摇的步兵”。

在他们交谈之际，参谋长带来了明确的命令，要求布雷多发动冲锋，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旅。于是，布雷多拔出他的剑，命令号手吹响“快步”的号令。该旅仅有六个中队，他们以纵队队形出发，借着左侧小山谷的掩护，自维翁维尔向北进发，在行进中变换为一排中队纵队，他们小跑着登上山坡，在发现法军后开始全速冲刺，“横队向前”和“冲刺”的命令几乎同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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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死亡冲锋”的冯·布雷多将军




策马赶回将军身边的波尔中尉亲眼看见了整场战斗。敌军面前的一千码路程似乎在几秒钟之内就被越过，骑兵如同一群翻过栅栏的猎犬，横扫目标。敌军遍布整条罗马道路，激流般的火力倾泻到骑兵的前线和侧翼。而让这名步兵大为震惊的是，骑兵的损失还不到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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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布雷多在冲锋前高呼“不惜一切代价！”他指挥的第十二骑兵旅只有两个团（第七胸甲骑兵团和第十六枪骑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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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军第十六枪骑兵团攻打法军步兵阵线




横扫第一线后，他们杀到了第二线，但此时战马疲乏，队伍也失去了秩序。德福尔东师的生力军追上了他们，在人数上几乎是五比一。

下文引自《普鲁士官方战报》（Prussian Official）英译本第388页：



冯·布雷多将军听到了撤退的号令。骑兵们在长距离奔驰后精疲力竭、阵线被敌军的火力削弱，他们没有预备队，而且四处都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他们从身后的敌军步兵和炮兵中再次杀出一条路，子弹的暴雨不断攻击他们，敌军在后穷追不舍。普军骑兵两个团的残兵撤回了弗拉维尼。这次冲锋的牺牲者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第六军的进军被阻止、继而在巴赞元帅的命令下被彻底放弃了，这一天，法军再未从勒宗维尔的任何方向进攻。
[11]






以上冲锋并非孤证，近卫第一龙骑兵团随后的冲锋也是一例。

在遭受布雷多的冲锋后，法军的前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但两个小时后，法国第四军完成了迂回，开始大举进攻马斯拉图尔。这时，第十军正在急速接近战场，而已经抵达的第三十八步兵旅立即投入阻击法军。他们向东途经马斯拉图尔，在圣马塞尔（St. Marcel）以西与伊龙河（又名乌尔松巴赫河）流域相连的溪谷里，袭击了法国第四军第二师（格勒尼耶）。

在殊死奋战后，他们因人数上的劣势而败退，损失为百分之五十七。



近卫第一龙骑兵团位于马斯拉图尔的东南方，他们接到冯·福格茨·雷茨将军的命令，掩护第三十八旅撤退，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军前进。



命令大约在下午5点钟到达，该团的前线组成展开的中队纵队。副官被派去侦察地形和敌军的位置，他带回的情报称，密集的大股敌军步兵正在穷追第三十八旅，地形对行动极为不利。尽管消息令人沮丧，纵队还是果断地执行了命令。



打头的是第五中队，法国第一、第三、第四中队为预备队，骑兵团以纵队经马斯拉图尔向东北快步前进。敌军的火力很快生效了，他们被迫收缩正面，变为三列纵队，随后受地形所迫，在些许混乱中再度展开为纵队。



领头的排被分出去攻击敌军的右翼。



后方的排不得不全程飞奔，才不至于被甩开。



同时，第十三线列步兵团（法）已经穿过乌尔松巴赫河流域的陡峭溪谷，朝着前方的高地前进——他们的左后方是第四十三线列步兵团。



在上述行动中，近卫第一龙骑兵团始终遭受着前者的猛烈火力。



伤亡无时无刻不在增加：上校决定不再等待后方的第一中队，立刻进攻。



于是他下令展开横队，第一中队一旦找到机会，就作为右翼的梯队加入了队列。骑兵团的战斗队列得以完整，第一中队在右，各中队按倒序排列。在行进中变为横队后，奔跑的号令响起了，冲锋随即开始。



旅长和他的参谋部在右翼加入了进攻。



敌军的散兵迅速集结，以可怕的火力招呼龙骑兵。溪谷对面有一个机枪连不停开火，但骑兵突入敌阵中，法军围绕着鹰旗殊死抵抗。



敌人的进军被阻截，普军在撤退中的压力得以缓解。



该团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有效战斗人员。
[12]






在这场战斗中，骑兵不但击败了未动摇的步兵，而且饱受胜利的鼓舞；此外，骑兵还要克服地形的困难，在冲锋前，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小跑着进行了一系列机动。

普鲁士骑兵没有参与博蒙和色当会战。不过，他们的日常侦察和行军也颇为有趣，孔茨的著作均有详细的描述。

在这几场会战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骑兵试图扭转败局。整体而言，他们没能成功，但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功败垂成，让每名敏锐的骑兵都感到希望和鼓舞。

在博蒙会战中，法军第五胸甲骑兵团对普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发动冲锋，在意志坚定和纪律严明的普军步兵面前败下阵来。但在受到主要攻击的普军连中，连队的指挥官被迫拔剑自卫与一名法军胸甲骑兵的军士搏斗，骑兵的冲锋击倒了部分燧发枪兵。

法军的损失超过一百名士兵和十名军官。军官的高伤亡比表明法国士兵畏缩不前，如果他们像维翁维尔的德国骑兵一样紧跟着指挥官，进攻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是，他们的战马筋疲力尽，状态非常差。

下文对法军马格里特（Margueritte）旅在色当之战中冲锋的长篇记述，一字不差地引自《普鲁士官方战报》（第二卷，第373页）：



法国第七军的左翼承受着普军炮击的重压，从西面和北面逼近夹击的敌军步兵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抵挡不住。由于杜艾
[13]

 将军已经被迫把步兵预备队派到了战场的他处，骑兵只能再次牺牲自己投入战斗。加雷讷树林（Bois de la Garenne）中出现的是马格里特将军
[14]

 的五个轻骑兵团、第十二军的萨瓦雷斯（Savaress）枪骑兵旅以及博纳曼（Bonnemain）骑兵师里的几个胸甲骑兵中队。



这三支骑兵部队开始向西穿过高地的平顶，亲自进行侦察的马格里特将军来不及开始冲锋，就被一颗致命的滑膛枪子弹打中。加利费（Gallifet）将军接过了指挥权，他身先士卒地带领骑兵攻击普鲁士步兵。这时，部分普军散兵已经抵达高地顶点，其余人仍然在攀爬陡坡。



由于普鲁士炮兵在侧翼的猛烈炮击以及相当不利的地形，法国骑兵在冲锋伊始就没有保持队形连贯。他们的阵线破碎且单薄，却镇定自若，准确地冲向拦路的步兵分队。后者在围篱的掩体和沟渠后面展开宽大的正面，坚韧地迎击了这次猛攻。只有毫无掩护或多面受敌的散兵收缩了防御。



整场冲锋可划分为三次连续的进攻，第一次进攻显然针对第四十三旅，第二次是攻击从弗卢安（Floing）来的部队。在高地的西缘和斜坡上，激烈的拉锯战在人喧马嘶中进行了半个小时，任何忠实的细节描述都难以留存。相比整体战局，有几场战斗更为引人注目。



法国骑兵从卡扎尔（Cazal）进攻第四十三旅，冒着火力打击，攻向弗卢安以南的高地，那里有正在开火的八门火炮。炮手们抄起清洁棍和随身武器自卫，指挥官冯·乌斯拉尔少校与数个敌兵交手。而冯·许伦比勒（Von Schullenbühle）上尉的第九十四团第五连以猛烈的火力成功打退了敌军，该连亦击退了法国胸甲骑兵从后方的攻击。



第四十三旅的散兵线及其右侧的分队遭到了骠骑兵、胸甲骑兵和非洲猎骑兵（Chasseurs d'Afrique）的攻击，阵线支离破碎。然而，援军的线列火力从各个方向瓦解了敌军的骑兵，甚至有人摔下了山坡。法军第一胸甲骑兵团的两个中队突破普军步兵抵达戈利耶（Gaulier），从村庄北口猛然袭击了普军第十三骠骑兵团在村外放哨的两个中队。指挥的冯·格雷斯海姆少校起初只投入了两个连与法军对抗，他将其余部队留在后方一定距离之外，从右翼率领骑兵以梯队前进。与此同时，在默兹河河谷放哨的工兵连以及距离最近的步兵把火力集中到了法国胸甲骑兵身上。后者调头转向弗卢安，大多数不是被追上来的骠骑兵俘虏，就是中弹坠马。有少数残部向北突破至圣阿尔贝（St. Albert）周边，给路过的普军团级马车队和一所战地医院造成了恐慌，但是遭遇的步兵迅速终结了他们的行军。



枪骑兵疏开队形穿过散兵分队，攻击了第十二团和第八十三团第一、第二连的部分士兵。其余步兵以树篱为掩体，在敌军进入三十步以内时回以毁灭性的火力。法国骑兵的残部穿过弗卢安，落到了行进中的其他部队手里。



普鲁士步兵的左翼是第四十六团的滑膛枪营，在遭遇法国枪骑兵的时候，他们正爬到半山腰。在位于公墓区域的第八连的成功协助下，第三、第五、第七连打退了进攻。敌军骑兵转而向北攻打弗卢安，并在那里遭遇火速抄小路赶来的第五来复枪营第二连，结果大多丧命于其火力之下。该营将第四连作为预备队留在村内，加入黑森团的分队，在第四十六团的右侧攀上了陡坡。来复枪兵穿行在树篱间，占据了高地上敌军遗弃的掩体。这时，又一场骑兵冲锋发生了：第四十六团的左翼推进得相当快，骑着灰色战马的两个胸甲骑兵中队率先攻击了第五、第三、第二连。但是在一场子弹的骤雨后，攻势被有效抑制了。本德曼中尉迅速集结散兵，向败退骑兵的侧翼开火，几乎将其全部歼灭。在胸甲骑兵的左翼后面跟着几个猎骑兵中队，他们遭遇第五来复枪营的三个连，并打败了一部分散兵。但是附近的增援火力迫使敌军骑兵向右转，他们遭遇了第二连，后者在左翼组成一个小队，开火彻底击溃了敌兵。随后，法国骠骑兵攻击了第三来复枪连，然而在其排枪火力以及第四十六团的支援下被赶跑，他们也转向右侧，并成功绕到另外两个来复枪连的后方。支援火力和高处的第一、第二来复枪连散兵立即改变方向，以毁灭性的火力攻击躲在前方低洼里的骠骑兵。第一、第二来复枪连散兵原本在抵御敌军其他骑兵从另一方向的进攻，但依然成功击退了新出现的敌人。法国骑兵充满狂热与牺牲精神的攻势在这一翼终止，在其他战场也遭遇了类似的失败结局。在一些战斗中，他们最初突破了散兵线，但攻势总被支援火力摧毁。随后的进攻遭到了更激烈的抵抗，数量可观的普鲁士步兵接近高地顶部，并找到了掩护的地形。败退的骑兵遭受着愈发致命的火力，很快即溃不成军。伤亡的骑手和战马成堆地倒在了高地上，躲过子弹的骑兵冲进了戈利耶的采石场，在那里觅得了葬身之地。除马格里特将军以外，吉拉尔（Girard）和蒂亚尔（Tilliard）将军战死，德萨利尼亚克·费奈隆（d'Salignac Fenelon）将军负伤，参与冲锋的各团平均损失半数兵力。



普鲁士人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有相当多的士兵，尤其是来复枪兵，在肉搏战中被敌军骑兵砍伤、刺伤。法军骑兵的残部躲进了加雷讷树林的峡谷里。



勇敢的骑兵们没能通过攻击换回胜利，他们前赴后继的突击无法改变法军注定的命运。但等到色当会战的时候，法国人有理由骄傲地回顾弗卢安与卡扎尔的战场，他们的骑兵至少败得光荣。




在这一战例中，进攻方并没有攻其不备，法军骑兵刚刚离开树林的掩护即被发现，普军能够动用的所有大炮都转向了他们。

两军相距至少一千码，道路上沟壑纵横，极其不利于骑兵的行动。骑兵本身已经损失严重，德国人也绝非意气消沉。但据记载，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战斗经过“无从描述”。法军的其他部队没有利用好这半小时，这并非骑兵的过错。如果冲锋的意图是掩护一次有组织的突破尝试，一旦这一尝试取得成功，这次骑兵冲锋就不会被轻视为一场失败，而是作为史上最佳作战典范之一流传后世。

在普法战争的第一阶段、普军与旧帝国军队的战斗中，这是最后一次骑兵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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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俾斯麦并坐交谈的拿破仑三世，他在色当之战中沦为战俘，法兰西帝国政府随之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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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年1月，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




考虑到普鲁士骑兵取得的战果，虽然新式武器的射程和射速都有所发展，但在敌军的稳定性和战术素养与拉丁民族的军队处于同一级别时，骑兵仍然能在其火力之下进行机动，并且在地形和时机选择得当时，能挫败一些状态良好的步兵。

击败第三十八旅的格勒尼耶师与不敌布雷多的康罗贝尔军，在构成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普鲁士骑兵在后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仅以损失二百五十人的代价便成功突破了法军阵线，而法国骑兵则以超过三千人的损失战败。布雷多的骑兵被称作“Todten Ritt”“Chevauchade de la mort”
[15]

 ，对第三十八旅却没有这样的描述。

如果韦德尔第三十八旅的失败可以拿地形当借口，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布雷多的胜利与近卫军的失败，后者无疑是大陆上最强的步兵，两天后他们在圣普里瓦（St. Privat）与同一支部队（康罗贝尔军）交手。当时，法军炮兵的弹药已经耗尽，单靠步兵的火力就击退了这次进攻
[16]

 ，战斗发生在与布雷多旅战斗环境类似的斜坡地形上。

至于法军的冲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主因是遭遇了不利地形，且没有事先侦察；另外，法军的骑兵骑术不精，纪律欠佳。他们的对手则保持着严明的纪律，直到敌人接近时才开火，遭受攻击时士气丝毫不减，始终充满了渴望胜利的职业精神。

即便在法国骑兵最辉煌的岁月，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都难以怀着必胜的信心进攻。

我国的骑兵学者应该更关心色当会战之后的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德国骑兵遭遇的阻碍是我们在南非相当熟悉的。本地人在夜间袭击军营。和平的农民在田地里劳作，身边的沟壑里就藏着枪。由于当地的气候原因，即使他们没有无烟火药，通常也不会暴露踪迹，导致奇袭屡见不鲜。游击队很少投降，如果比较两片战场每平方英里上的军队密度，其原因便不言而喻：尽管现在无可供查询的准确数据，但普法战场单位面积上可安排的德军人数是我军在南非的五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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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孚日山区的农民义勇军




在战争伊始，德国步兵按照精心规划的阵型行军。但在进入法国一周之后，他们发觉这种警惕心既无必要也不实际：各骑兵师掌握了敌军所有正规部队的位置，因此不必要；计划的严格执行会拖慢行军速度，劳累士兵身体，因此不实际。

在战场上，欧洲正规军不可能突然从暗门里杀出来偷袭，而散兵游勇的游击则被认为不足为惧。

然而在法兰西义勇军（Francs-Tireurs）
[17]

 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本只有前哨和散兵游勇的突袭，后来地方奇袭部队规模扩大到了整个连或中队，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在总共四十六次突袭中，德国人仅仅击退了六次，六个月战役里的伤亡总数达到了三十名军官、六百四十三名士兵和八百五十匹战马。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突袭发生时，军官们正在饭店用餐，士兵们则聚在小酒馆里犒劳自己。相比在南非的草原上，这种习惯在法国更加多见——对我军来说，是件幸事。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情报安全面临重重困阻：稠密的乡村、大片的森林、短暂的白昼都不利于侦察，我常听参战的德国军官们谈起其经历，和我军正在南非经历的完全一致。

事实上，战争中的侦察是无法在和平年代里教学的。一名士兵也许能熟记每一条规则，也拥有足够的才智去实践，但是要能冷静地骑马到树林的边缘吸引敌军的火力，必须要有面对危险和接受事实的非凡勇气。

随着战争的进程，前线有了适合这些任务的士兵，工作得到了改善，但对每支欧式训练的军队来说，过渡期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阶段的战争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全盘驳斥了那些基于武器种类，而忘了武器身后的士兵们的战术理论。

普鲁士骑兵的指挥犹豫不决、三心二意，以致错失了许多摧毁法国步兵的机会。而我军的第十五骠骑兵团曾在卡托康布雷西和维利耶－昂科耶协同奥地利友军打败了革命法国的征募兵，功劳由两军平分。但是他们的中队和排有不少极其勇猛的冲锋，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骑兵无须害怕纪律混乱的步兵，无论他们拿着怎样的武器。

下文举出的是这类常见战例的一个典型战例，在第二骠骑兵团的团史中有着详细记载。该团团史的完整大纲在1890年的《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期刊》中有收录。

该团隶属于第四骑兵师，在1870年9月末组成了巴黎南侧包围军的最前锋。他们最近的骑兵援军在后方约三天的路程外，步兵则更加遥远；而在他们的前方，罗亚河地区的第一支军队正在奥尔良附近集结。

随着敌军日渐有序，两个营的巴伐利亚援军被派来，并分散在广阔的前线上。10月5日早晨，他们的前哨遭遇敌军的猛攻，只能集中一个营——另有十门骑兵炮、一个骑兵旅，但实际参战的只有第二骠骑兵团——迎击十二个营、十二个骑兵中队和十八门大炮的敌军。敌军中还有几个阿尔及利亚营和其他正规军步兵（行军营）
[18]

 ，骑兵中队都围绕着旧正规军的强力核心组建。

面对这些部队，德国人坚守阵地三个小时，随后缓慢后撤了两英里。在整整三个炮兵连及在平原上毫无掩护的散兵集群火力之下，他们仅有五人负伤（其中三人是在中队穿过高路时被一颗炮弹炸伤）、四匹战马阵亡、六匹战马受伤。

由于骑兵很少面对如此压倒性的兵力，这场战斗的过程很令人感兴趣。战斗发生在一片向德军轻微下沉的平原。他们的右翼是布瓦塞（Boissay）村，由一个巴伐利亚连占据，在他们身边有大炮，一个中队的骑兵大多（骑马）展开为散兵在侧翼护卫。中路的后方是奥尔良道路上的富里（Foury）村，守军是另两个巴伐利亚连，巴伐利亚营的第四个连占据了南北走向、与大路平行的铁道路基上的一座小屋。铁道另一边的阵线由更多的骑马散兵构成，另有两个隐藏的中队作为预备队。从铁道到布瓦塞村大约有两千码。法军的阵线密集而绵延，火力相当凶猛，炮兵一如既往地沉溺于对射，偶有几颗炮弹射向两个隐藏中队。

德国人以老派的骑兵风格迎击了步兵，每个散兵各自绕圈跑并用随身的卡宾枪开火——隐藏的中队静悄悄地在后方移动整队，分散敌军的注意力。

普鲁士卡宾枪以其笨重和不精准的缺点在全欧洲沦为笑柄，而法军步兵和骑兵都装备了沙瑟波步枪，充足的弹药掩护他们前进了两千码。他们片刻就冒险冲到大炮附近，但是普军护卫骑兵中队和距离最近的散兵向前进中的大部队发起冲锋，把他们搅了个底朝天，法军再未尝试进攻。左翼的散兵发现法军无力攻击，壮起胆子冲上前去。一部分步兵眼看就要崩溃，法军派出六个骑兵中队才把敌人击退。但普军的隐藏中队不会放过这次绝好的良机，他们立即准备冲锋。法军没有坐以待毙，调转方向撤退，普军被迫在猛烈的火力下退回，不过只有一匹战马受了轻伤。

这支法军体力充沛、补给充足、装备精良，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和忠诚的军官。虽然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最优秀的军队也会在猛烈的火力中退缩，可他们的状态显然没这么糟糕，却还是一无所获。假设法国骑兵装备了效率几乎比沙瑟波步枪翻一倍的布尔毛瑟枪（Boer Mausers）
[19]

 ，按照这一假设，把法国骑兵造成的伤亡也相应扩大近一倍，他们的战果依然少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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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年1月，法军试图解救被围困的佩罗讷城，但在巴波姆镇被数量处于劣势的普军击退




随后的战争中，我们发现了光荣背后黯淡的一面。巴波姆（Bapaume）会战（1月3日）次日，第八胸甲骑兵团的三个排正在追击撤退的法军。他们被一个一千二百码外的法国营发现，后者立即组成两个方阵，进行了一阵迅疾地自由开火，随后中止射击——当胸甲骑兵接近五十码以内时，以一轮齐射迎击。中队指挥官和大约三名士兵杀进一个方阵，旋即中弹或被俘，其他的士兵转身就逃，九十个骑兵中有七十三个（百分之八十二）倒在了地上。

九十名骑兵与一个数量优势的步兵营交战并非公平，半冻住的山脊和堆着雪的沟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对手是第二十猎兵团的兵站营，该团是法军最为机敏和训练有素的团之一。

下面的战例摘自孔茨少校的著作，正好说明了临时拼凑的骑兵是多么一无是处。应该记住的是，即使在色当会战以后，法国骑兵也几乎全部由正规军的人马组成——包括老兵、预备役兵、新兵——而骑兵马匹则主要为战争爆发时被留在兵站的新马组成。这些人表现得像个骑兵样子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我们在近期战争前组建的民兵骑兵团（yeomanry regiments），大量的军事处决使他们保持着严明的纪律。

1871年1月9日，在桑莱马基永（Sains les Marquions），正沿着大路行军的一个普鲁士骠骑兵排被数量占据优势的法国龙骑兵拦住了去路。敌军显然人多势众，普军调转方向撤退，而法国龙骑兵在后全速追击。突然，前方出现另一支龙骑兵向他们全速冲过来。大路的边界是一条深沟，对面是一座牧场。普军指挥官迅速地分析了现状，当前方的军队接近一百步内，追兵的距离也大抵相近时，他指挥士兵突然向右越过深沟，然后停下来查看情况。两支法军猛地撞向了对方，战马失去控制，整条大路上乱作一团。

另一个战例发生于1870年11月24日，一个黑森侦察队进入村庄布瓦科曼（Bois Commun），与法军一个枪骑兵团的前锋展开激战。交战之际，其余的枪骑兵在后方集结。黑森人最终杀出了一条路，枪骑兵的先头部队追了上去。



法军的指挥官德布拉塞里耶（de Brasserie）中校不希望追击，他的纵队在到达村庄前经历了长途的快步行军，由于战马状态各异，所以队伍非常散乱。但他不知道的是，上级指挥官已经命令第一和第二纵队以三列纵队沿道路追击。中校追上中队指挥官，命令他停下，但是他的战马不听控制，将他带到了整个纵队的前头。枪骑兵们看到自己的中校在前方全速冲刺，自然也跟上了他的步伐。很快，整个长纵队都向敌军冲去，骑手失去了对战马的控制。




同时，黑森人的大部队已经抵达，他们从侧翼攻击了这群无助的士兵。只消一会儿，倒霉的枪骑兵就从疲马上被击落，沦为俘虏。

普鲁士步兵在此时抵达，军队开始继续前进。当他们抵达村庄时，又一支法军枪骑兵中队出现了。他们以三列纵队全速冲刺，显然是和第一支部队一样失控了。步兵让开了道，在骑兵经过时将其击落，士兵们不是伤亡就是被俘虏。

篇幅不允许我继续摘录这份引人入胜的著作。谨希望上文的节录，能使骑兵军官们在准备为中队授课前注意到这份堪称宝藏的资料。




[1]
 译注：夏尔·奥古斯特·弗罗萨尔（Charles Auguste Frossard，1807—1875年），法国将军。他很早就预言普鲁士会与法国交战，在斯皮舍朗之战中担任法军指挥，后在梅斯与巴赞将军一起投降。


[2]
 译注：《根据两次大战的骑兵研究，包括1870年的法国骑兵》（Cavalry studies from two great wars，comprising The French Cavalry in 1870）。


[3]
 译注：在滑铁卢之战前的四臂村会战中，英军第二十八步兵团组成方阵挡住了法国猎骑兵的冲锋。


[4]
 译注：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François Achille Bazaine，1811—1888年），雇佣兵出身，1864年任法国元帅。在四十年军旅生涯中以难以置信的勇猛和普法战争中率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投降而闻名。


[5]
 译注：普法战争后期，法兰西帝国政府倒台后，据守梅斯要塞的巴赞掌握着法国最后一支正规军，但他拒绝承认国防政府并率军向普鲁士投降，使得普鲁士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一大难题。


[6]
 译注：赖马尔·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莱本（Reimar Constantin von Alvensleben，1809—1892年），普鲁士将军，后任德意志帝国将军。普法战争期间担任第三军军长。


[7]
 我希望人们特别注意这一战例，德国人在火力下表现得极其坚定。军官对于士兵停止和整队的指挥可作为通行典范，我常听我当时在场的朋友夸赞德军骑兵的指挥效果。我军在科伦索的战斗中，菲茨罗伊·赫特（Fitzroy Hurt）少将试图用同样的方式稳住他的旅。然而，在谩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和屠夫的人中不仅有新闻记者，还有许多本应理解他的英国军官。


[8]
 译注：阿达尔贝特·冯·布雷多（Adalbert von Bredow，1814—1890年），德国骑兵军官，在维翁维尔－马斯拉图尔会战中率领第十二旅的骑兵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法国步兵，布雷多因此功晋升中将；这场战例成为后世的骑兵支持派经常引用的论据。


[9]
 当日天气炎热，地面又硬又干。


[10]
 我的另一位朋友克雷格尼什（Craigneish）的坎贝尔男爵上校当时是为第七胸甲骑兵团中尉。他告诉我，在波尔抵达时，军官们正离开岗位，聚在一起聊天，身穿寻常马服的《泰晤士报》通讯员彭伯顿（Pemberton）中校也在其中。看到信使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想我该走了，你们有活干了。”军官们都打包票说他并没有碍事。彭伯顿回答说，既然如此，他也要加入战斗。他在一名连长身边参与了整个冲锋，最终大难不死，还救起了重伤的坎贝尔中尉，将其放在马鞍上驮了回来。冲锋后的整个下午，彭伯顿都在炮兵的漫长战线中四处忙活。我还有几个朋友在他来过的炮兵连里，称其沉着冷静令见者难忘，还说他终日为求一死却不能如意。后来在色当会战当夜，在将近停火的时候，彭伯顿在策马赶回营地的途中，被一颗沙瑟波枪的流弹打死。正如威廉·拉塞尔爵士和另一位友人所说，对如笔者一样相信“天命”的人来说，这堪称一件奇事。


[11]
 关于这次冲锋的评论，参见我多次引用的克勒的小册子。他认为，如果要进行一次大型骑兵冲锋，没有理由不聚集整个师，并质问道：既然一个仅有六个中队的旅在没有第二、三线的支援下，就有如此大的成果，如果给予合适的兵力，能增加多少战果？


[12]
 见克勒的《骑兵在维翁维尔》（Reiterie bei Vionville）第41页，也可参见近卫第一龙骑兵团的团史和赫尼希的《第二旅》（Die Zwei Brigade）。


[13]
 译注：费利克斯·夏尔·杜艾（Félix Charles Douay，1816—1879年），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期间指挥法国第七军，后在色当战役中被俘。


[14]
 译注：让·奥古斯特·马格里特（Jean Auguste Margueritte，1823—1870年），法国骑兵将领。曾长期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沙丘猫的学名“Felis margarita”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5]
 译注：分别为德语和法语的“死亡冲锋”。


[16]
 另见《法国的元帅们》（Les Mareschaux de France）中H.布拉肯伯里将军的叙述，收录在《威灵顿奖论文》（the Wellington Prize Essay）第112页的注解中。


[17]
 译注：法语为“Free Shooters”，指普法战争早期法国非正规的军事作战单位，而后常常用来指代在正面战场背后作战的游击队。


[18]
 译注：“Bataillon de Marche”，指包含一个团的后方梯队（如鼓手、战地炊事员、军警以及指挥官的卫队、副官等）或迟到的新兵的营级军事单位，也指来自各个营的连组成的临时军事单位。


[19]
 译注：即1893/95式毛瑟枪。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政府曾于1896年大量采购该枪，因此得名。






第十三章


评论与建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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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拉洛沃特之战中，普鲁士胸甲骑兵损失惨重。施泰因梅茨对法军阵地的鲁莽进攻险些酿成普军的溃败




普法战争才落下帷幕，军事界就涌现了铺天盖地的各类小册子。作者们根据片面的资料以及个人经历，预言战争艺术将发生深远的剧变。其中最为泛滥的预言之一，当然是骑兵从战场上消失。

这并不会让严谨的战争学者吃惊，熟悉军事写作的人都明白，战争的经历者们不可避免地会掀起一股写作狂潮，攻击那些洞悉事实、在现实中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

这些人不明白：致命武器的交锋必然会带来伤亡，死者和伤者并不会在意击倒自己的武器是谁发明的。人们在战争中受到的折磨，与平日的文明社会存在巨大的落差，这让他们不自觉地深陷一个误区，认为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体积累的”，在潜意识中无视“比例”，根据“总量”下结论。他们为情感所驱策而挥墨写下的观点，对于能辨明个人倾向的心理学家而言是有价值的“人文档案”；但对后世而言，这是最危险的研究资料。后人们不曾经历过书中描述的战斗，甚至没有可靠的证人指导他们如何判断这些个人经历的价值。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多费些笔墨。不幸的是，判断的要诀在英国不为所知。普法战争的经过被加以完全错误的解释和观点，逐渐使我们偏离了战争新形势的亲历者所追求的道路。

如今公开的秘密是，普军中经验最丰富的士兵，即曾经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比如普鲁士国王、施泰因梅茨，以及毛奇、格本等见证过他国苦战的人
[1]

 ，总体上对军队的指挥相当满意——格拉洛沃特（Gravelotte）之战中的恐慌是一次反面战例，赫尼希对此留下了令人震撼的描绘
[2]

 。在利尼和滑铁卢的战场上，堆积了密度十倍于圣普里瓦－格拉洛沃特的尸体，对于亲历过战斗或是研究过第一手资料的人来说，看到一支战前训练更加充分的军队在百分之二的伤亡率下落荒而逃
[3]

 ，想必会大失所望。虽然普军后来又重整旗鼓，但显然训练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才导致了这一切。无疑，士兵对旧制度的信仰在当时有所动摇，而逐渐取而代之的现存制度在当时还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骑兵不出意外地对于细节问题的困惑持续了很长时间，如今的普军精英们在当时经历了多年的漫长探索，我们在此不做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多数连和中队的指挥官拥有实战指挥的经验，并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不得不亲自训练士兵，因此军队从一开始就有了扎实的基础观念：无论多么精熟的战术训练、射击练习和马术，也无法替代纪律的精神力量，唯有纪律才能确保部队在决胜时刻及时赶到战场。

[image: ]

◎　军事画家德纳维尔的作品《圣普里瓦的公墓》，描绘了格拉洛沃特会战中法军坚守圣普里瓦阵地的悲壮场景。纳维尔因这幅画而获封荣誉军团军官




即便是靶场上的头号神枪手或是跑圈练习里的最佳骑手，也可能在实战中一无所用。只有在军官的指挥下融入、结合到一个团队中，才能在敌军的枪炮下协同作战，并得到磨炼和成长；换句话说，在纪律得到贯彻之前，“操练”始终不能停下。

只要学习过历史，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当时以及如今的时评来看，大多数公众都不明白，甚至还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士兵以为军队在阅兵中提高机敏性，在行军中磨炼出机械般的精准和迅速，都只是为了取悦操练军士的眼睛，而缺乏更深层次的理由。

经历过战争的德国士兵和军官们感受到，通过意志力的集合，能把弱势的个人组合为强大的集体，他们因此备受鼓舞，并在工作中投入了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以来，准确而言是自1806年以来，这都是德意志民族的优点。

不能忘记的是，1870年之前的人们相信一条铁律：训练有素的部队能承受三成的战斗损失，所有指挥官都根据这一假设制定作战计划。只有伤亡超过三成，才会认为战斗真正遇到了困境。在旧时代军人的眼里，不足百分之四、五的损失连毫无纪律的新兵都能承受。曾有一个团在这么轻微的损失下整营溃散
[4]

 ，次日清晨他们聚在一起时，都引以为耻，羞于正视战友。整支部队饥肠辘辘，担惊受怕，垂头丧气。很快，需要同心协力的时刻就到来了：在行军的途中，当脚下的土地随着敌军的接近而颤抖，该团“找回了自我”。指挥官的战术将决定接下来的一切，经过几句适时的夸奖，士兵们重新树立起自信，松散的精神纽带被重新扎紧，历经前次的考验后，他们相互监督、勿忘教训。

但夸奖需谨慎，骑兵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们很快对这种方法感到反感，前文多次引用的霍恩洛厄亲王《关于骑兵的对话》中即有详述。这本书记录了孕育当代德国骑兵复兴的整个历史。

此书宜结合冯·施密特将军的著作阅读——其译本已经分发给各团。若不对照霍恩洛厄亲王的著作，这本书的许多地方都难以理解。若不了解冯·施密特面对的实际情况，就很难理解他试图解决的难题。

我在前文中大幅引用的克勒著作《1806—1876年间的普鲁士骑兵》及冯·罗森贝格所著的《思绪汇编》（Zusammen gewürfelte Gedanken）都值得研读，将我军的南非战事与其中的观点对照，或许会有所裨益；如果不结合欧洲的地形和战术，南非战争的经历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我已不厌其烦地重复过，我军在南非面临的作战条件是极度反常、空前绝后的。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面对一支纯粹的骑马部队。

如果布尔人没有超强的逃脱能力——这种能力能让他们甩掉我军追击的疲马——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物掩护，在一定数量的炮兵和步兵攻势下，士兵之间相距十步的阵型是无法守住阵地的。追击的骑兵会驱散他们的步兵，给战斗的幸存者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

既然如此，他们只能按照常规的欧洲操典排兵布阵。随着士兵的队形愈发密集，他们的正面越来越窄，难以找到自然的掩体，暴露给敌军的目标变得更加密集，受到的火力杀伤愈发严重。

如果能认识到骑兵追击的真正意义，我军就应该引入饱经考验的欧陆制度。假以时日，战斗的方式将回到从前：骑兵在战场上随时待命，必要时能奔袭四千码——考虑到我军的负重，这还达不到欧陆的高标准——迫使敌军形成便于我军攻击的阵型。

战斗或许会变得愈加血腥，使得我军的一项优势变得举足轻重：在战场上损失一名士兵的同时，能够从疾病中救回五名士兵。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将军们不会单纯地出于轻率，或是为了炫耀一长串屠夫清单
[5]

 ——社论作家以及其他不负责的评论者之臆想——而摆出每码十名士兵的密集阵型。只有不得已之下，才会通过这样的阵型阻止己方阵线洞穿，避免敌军骑兵在胜利后猛烈追击。见过溃败之师的人都明白，追击最叫人胆寒。正如赫尼希所说，“不论逃窜的步兵手上拿着连发枪还是干草叉，对追击的骑兵来说都没有区别。”稍有夸张，但并不离谱。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是在印度哗变以后，再没人见过真正的溃兵了，除非迈万德（Maiwand）和伊桑德尔瓦纳（Isandlwana）的战况比通常认知中更为糟糕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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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发起突袭的布尔士兵




再次回到那个问题：国情特殊的我国是否应尝试和引进欧洲的战术？不提些战略上的题外话，是没法回答问题的。

无论海军还是陆军，当今的武装力量都是为维护和平而存在。为了完成其使命，必须通过合适的组织和训练，敦促军队对潜在的敌人怀有足够的尊重，以免像朱尔·西蒙先生那样怀着“轻松的心情”投入作战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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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中将、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菲利普·科洛姆




我们不必讨论海权问题——顺便一提，在这一方面我受到已故的科洛姆将军
[8]

 启蒙，并且是他最忠实的信徒；重点在于，我们潜在的敌人并不认同其真正的价值。发动一次对伦敦的奇袭显然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倘若我们缺乏反击的武装，他们未必不会放手赌一把。

在现今的陆地交通条件下，英国无法通过舰队的封锁迫使欧洲屈服。这是显而易见的，连土耳其苏丹都明白这个道理，他在杜尔奇格诺（Dulcigno）事件
[9]

 中一语中的：“纵使铁甲舰船也无法爬山。”

没有一支横扫大陆的军队，我们就无法签订一份和平条约。即便取得胜利，也无法让敌人为其鲁莽付出惨重的代价。

那么对于敌人而言，进攻英国只有潜在的收获，而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在与欧洲军队交战时，我军越训练有素、越组织得当，就越有利于达成维护和平的初衷。

在小规模作战中，当我们按照地形等情况调整战术时，可以承受几条性命的损失——偶尔的败绩甚至有助于锻炼出精锐士兵，以应对不容有失的大型战役。

有人说，在欧陆国家的庞大军队面前，我们的两三个军渺小得毫无还手之力。这无疑是切中了要害：我们根本不应该把战斗力局限在这个低得荒唐的数字上。这种限制显然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军队里没有一个“思考”部门，这种部门应有充分的时间了解问题，制订出合适的组织方案。同样，也没有一个政治家思考过战争的意义，并花时间从思考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高尔夫球场上，抑或是从选举活动与经商逐利中抽出的闲暇时间里，是不可能搞明白战争的。

然而，一旦我军认识到实现三大兵种高效能的基本原则，只需大笔一挥，便能建立编制超过百万的军队，以及百万人级别的预备役。在我国海军夺回海上霸权前，陆军就能渡海到敌国作战，以一纸合约终结一切；而在成本方面，相比如今捉襟见肘的财政条件，军费开支的增幅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无法深入详述，只能写下在德意志、印度和英国实践得出的训练原则以及必要的细节，以在最短时间内加强我军现有骑兵（而非骑马步兵）的战斗力。

战马对骑手的无条件服从是骑兵效能的基础。此前章节引用过的冯·罗森贝格著作中对于无条件服从有详细的解释；而要建立让战马无条件服从的权威，首先是在驯服马驹时下功夫。奇怪的是，尽管在纸面规范上，我军的操典直至1880年都领先欧陆国家，却从未在实践中执行过制定的规则，也没有理解其中的要点。

纵观骑兵学科的代表著作，从18世纪至今，迫使服从的普遍方法是用沉重的衔铁屈挠马的颈部，向后拉其头部，使骑手和马的重心落于后腿。虽然该学科的观点繁多，但是从纽卡斯尔公爵到博谢
[10]

 ，骑术名著里的注解版画显然证明，上述驯马方法正是主流的观点。

如果一匹马的嘴巴被挤到胸口，颈部弯曲如公猫弓起的背，显然不可能在异国他乡安全地驮运骑手。我国的骑马猎手们并无这一问题，却犯了一些次要的错误，严重阻碍了我军骑兵的发展。

在盛行骑马狩猎的草原地区，骑手没有必要去要求马的高度服从。人们不会把坐骑的步调控制在每秒钟一步，选择行进路线时也相当自由
[11]

 。由于一流的骑兵都以各郡的马术佼佼者为榜样，我军也接受了放任马头的驾驭方式。这有助于我们的士兵驰骋原野，但是忽视了对战马的控制，无法控制战马的骑兵是几乎无法在密集阵线中战斗的。一套完全错误的军用马术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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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术大师詹姆斯·菲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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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训练马匹的弗朗索瓦·博谢




若对上述问题有兴趣，建议查阅菲利斯的《现代马术》（Equitation Moderne）
[12]

 ，这是一本与此相关的杰作，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作者。

我相信并希望菲利斯先生仍然健在
[13]

 ，他幼年在纽马基特当马童，经年之后前往尚蒂伊的欧马勒公爵（Duc d'Aumale）马厩。在那里，他驰骋于操练场和原野之间。由于年龄从赛马场退役后，他开始全面地研究马术，并掌握了法国式“高等马术”（Haut École）。我记得他好像告诉过我，他曾与博谢共事过。无论如何，他对那位大师的训练方法有全面的了解。

他洞悉学院骑术和越野赛马体系的利弊，并将它们整合成一套训练方法。从他的著作和实际训练来看，新的方法成果斐然。

我记得在1892年柏林伦茨马戏团的一个夜晚，他从巴黎和布鲁塞尔到柏林表演。当地的士兵和市民对他怀有强烈的偏见，因为他最近发表的作品由法语写成，大家都猜测他是个法国人。无疑，围观表演的大多数批评者们——其中包括了普鲁士所有的一流骑兵——都是巴兰
[14]

 ，是来诅咒而非祝福他的。

他骑着两匹英国纯种马——分别是五岁和六岁，体形都相当健美，完全不像是马戏团里的。一出场便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英国纯种马天生抗拒骑手的腿部压力，而且对马刺的威胁极度敏感，曾经遭到学院派的反感。

节目单包括了所有的常规马戏，实际上是对德国骑术条例的重复。表演自然完美无瑕，随着暴风雨般的喝彩声停歇，他将马头转向贵宾席，身后的门猛地打开，马匹缓步向后倒行退场，这样的表演彻底地征服了观众。我只听说过一次这样的事，但那是另一个舞台上的另一个故事了。

后来我和菲利斯先生熟络起来，他好心地允许我参观驯马工作。他的思维极其清晰，尽管几乎忘光了母语，半法语半德语地与我交谈，但他的叙述从未让我产生一丝困惑。

他完全反对在训练中过度屈挠颈部。他向我指出，且不论我军的训练水平，我军骑兵条例的作者是很懂行的：诱使年轻的马在立柱处屈挠，轻柔地牵引其下颚，使其颈部保持放松，把压力直接传导给身体。这种控制马匹和骑手重心的方法，比曲颈更轻松和直接。如果牲畜的下颚僵硬、不服从缰绳的指令，分歧就会产生：马的下颚肌肉不足以抗衡骑手的手臂力量，但此时骑手的前臂和马的颈部肌肉相互较劲，后者无疑强壮数倍。

归根到底，控制马匹的秘密在于四条腿之上、骑手和马的共同重心。骑手可在鞍上移动身体以控制重心，但通过马匹下颚上的缰绳，从颈部驾驭整匹马才是最佳的方式。

1893年2月，康诺特公爵殿下曾计划去菲利斯先生的私塾观看骑马，可惜未能成行。我和埃杰顿上校、斯韦恩上校一同前去观看，大约一小时的表演着实震撼了我们。其中有这样一项表演：马停在一个位置，埃杰顿上校指一条腿，它就迅速将其抬起来，宛如翩翩起舞。我一直希望从骑术爱好者手中募集资金，邀请菲利斯先生到我军的主要骑兵卫戍区——如伊斯灵顿（Islington）、奥尔德肖特等地表演。然而，在这座热衷赌马的小岛上，对于骑术和骑兵问题的兴趣近乎消失殆尽
[15]

 。

言归正传，当年轻的马匹服从下颚缰绳的指令之后，其他训练也会水到渠成。让马的后躯下沉并非难事，该过程需要牲畜弓起背部，背肌得到锻炼后，就会在快步和奔跑中提供一个舒服的弹力，并使马在同等疲劳度下完成双倍的工作。若一匹可怜的牲畜抗拒头部牵引，将重心压在前掌，背脊挺直，疲累地拖着后躯，它的耐力绝不会好。如果以上事实在十年前就为人所知并得到赏识，我军就不会在南非遭遇那么多可悲的屈辱。

另一个难题是不要让新兵僵坐在马上，而是要体会乘坐一匹出色的坐骑是何种感觉，并告诉他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骑手。

任何军队都会遇到这一实际问题，任何士兵都会经历这样的过渡阶段。

按照传统，军队会为新兵配一匹年老、安静的好马，让他们在学校附近散步，马匹仅听从口令的指挥，骑手不施加任何扶助。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士兵的肌肉习惯了鞍座，自信也随之提升。但通过这种方法，显然无法把握坐骑正常运动的感觉——对这种感觉的把握决定了骑兵未来在队伍中的价值。如果为新兵换上更年轻活泼的马，又属本末倒置。马能走出轻盈而优雅的步伐，全归功于老练骑手的出色调教，普通新兵是望尘莫及的。

1893年，我在柏林见到了下述的方法，德意志皇帝的御厩大臣和该领域的著名权威专家普林茨纳（Paul Plinzner）上尉以此大获成功。他的任务是带领士兵锻炼皇室种马，手下自然有骑坐稳健的出色人选。他挑选了经过训练六至八岁的马，希望士兵们抓住步调的感觉。为了防止其生疏的动作破坏节奏，他在衔铁的缰绳上绑上短皮筋，系紧在马鞍的鞍环上，并调节缰绳的松紧度，使马匹的头部保持在合适的位置。士兵在骑马时双手后背，并进行几项练习，学习如何在骑坐中谨慎地移动上半身。在原则上，我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辅助缰绳，但上述方法是值得一试的。

还有另一种方法：利用弹力把我们常说的“受衔”（light mouth）和“适当牵引”（good hands）中难以描述的微妙感觉传达到骑手的手腕和手掌上。

这是我的朋友、已故的第十六枪骑兵团少校达什伍德（Dashwood）的发明，他是少数对骑术教学目标有着透彻理解的英国人之一。在我看来，他的想法能为骑术学校的教员免去几周的工作，值得在此一述。

简而言之，准备一个带有衔铁的笼头，把缰绳的一根松紧带挂在鞍具房的便利钉上，下吊一个不足一磅半重的小纺锤。教官调整缰绳的松紧度，精准地还原一匹驯服之马的挣扎力度。学生们接过缰绳，就能准确地接收到想传达的感觉。为指导差劲的骑手、新兵和马夫而大费口舌的教官最为清楚，这个方法无疑可以节省相当可观的时间和麻烦。

在撰写马术文章时，总会遇到一个难题：尽管存在无法解释的驯马天才，但大多数人只能辛勤地琢磨细节；即便如此，他们在向马传达命令的语言造诣上也无法比肩天才。驯马的能手能轻易地让坐骑听从一切命令，他们无法理解天赋不足者的苦楚。因此，教官往往比只能苦心学习的差劲骑手更加不幸。这一难题也普遍存在于我军的骑兵中，由于我军的骑术天赋高于大多数大陆国家，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对低一些。

随着年轻马匹无条件地服从骑手，新兵体会到坐骑的感觉。下一个课题是聚集一批人马，敦促他们以团体行动，避免其沦为乌合之众。这是军事操练的开端，不曾深入地研究和理解操练和骑兵效能的人会小看其难度。我可以回答这些人：组织出色的操练，并取得一流的成果，需要非凡的知识储备和品德操行，许多教养良好的士兵都难以胜任该职责。

回顾第二章引述的《士兵入门》：



为使他们承担起教导、指挥和管理马队的责任，所需要的决心是无限大的（而且经历了许多困难）；士兵（其为理智的生物，能听懂我的语言和理解我的指令）不至于特别蠢笨和焦躁，训练他们比训马要简单，若他们有不如意之处，可以用权威和惩罚强迫他们服从命令；但要把愚蠢的士兵和愚蠢的马匹训练成纪律之师，能冷静、有序和条理井然地执行每一个动作和指令，这简直艰难之至。
[16]






如果上述的建议得以实施，至少不会出现“野人与疯马”。我军只需要训练处于合理控制之下且共同处于控制之下的人与马。

阐明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方法是还原几年前存在大多数骑兵团内的状况。据此前的南非战争判断，相同的情况恐怕仍普遍存在于我军骑兵中。当你走近一个等待会合的骑兵团时，十有八九会发现士兵像麻袋一样瘫坐在马身上，军官成群地离开岗位闲聊。如果一旁有骑炮兵连，通常士兵都下马在检查其坐骑。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马的重心并未正确地落在四条腿上，不是在一双腿、就是在三条腿上。如果从垂直方向观察，会发现队列毫无章法。当“注意”的号令响起时，士兵们的态度看不出一丝变化。他们仅略微收拢缰绳，并未试图稳住战马。“行进”号令最终下达后，坐骑们抬起任意一条腿，往各自方便的方向散乱地出发了。A马的重心落在左前腿和右后腿，于是自然而然地朝着相反的对角线迈步，这使它撞到了重心落于右前腿和左后腿的B马。B转而撞到了C，而C正为了D的蹄子而烦扰。每匹马都自行其道，队列无法有序前进。眼前的人马陷入一片混乱，各单位之间相互碰撞，随着步度的加快，变得越来越混乱。被碰撞激怒的倔马会冲到队列前面，这时需要有人整理队列。整队时，所有士兵将头转向指定的一侧，由于在转头时并未抬起臀部缓冲，他们在外方一侧的腿会用力，所有的坐骑随之转向内方，直到在行进中碰撞身边的马；糟糕的情况不断蔓延，慢跑五百码后，队伍彻底失去了凝聚力，队列的行间距接近一匹马的身长。最终，当队列停下来时，战马已经兴奋难抑且大量出汗，消耗的能力达到在稳定秩序中行军的三倍之多。大约十五年前，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单调的军旅生活时常出现整个团的集体失控，只有无法跨越的物理障碍才能阻止失控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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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骠骑兵团指挥官珀西·巴罗上校




当时一些骑兵军官严肃地宣称，永远不应该练习“冲锋”，因为会造成士兵混乱，导致战马失控。我清楚地记得，某重骑兵团数以小时计地以“慢步”操练，在队伍正面从小队展开为连时，战马仅以快步移动。我还记得在两三年后见到的另一名指挥官，在旁遮普的寒冷天气里转移驻地时，即使行军持续将近三周之长，也只许战马以慢步行军。当需要在大规模骑兵行动中奔袭数英里时，这种骑兵的表现可想而知。

我军骑兵的状况已糟糕透顶，而当人们深入探究时，却难以说清症结所在。战马品种优良，士兵极为敏锐和热忱，多是大胆猛进的骑手；年轻军官多在马拉根德（Malakhand）、苏丹和南非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并渴求机遇与功勋；但是体制——自从漫长的战争岁月在滑铁卢落幕以来——妨碍着我军，腐化了所有阶层，麻痹了一切进取心。年轻军官没有机会学习领导者的义务，他们在空余时间里无所事事，自然醉心于赛马和自我放纵；年长的军官则不学无术，害怕承担引进变革的责任；副官、骑术教官和军士长们习惯于墨守成规，在工作中情绪低落。

我以为，在撰写英国骑兵的真实历史时，突破该局面的主要功绩应归于已故的珀西·巴罗（Percy Barrow）上校。他是一名敏锐的战士，也是一名骑兵兵种的忠实信徒，不但阅遍了当时（1880年）所有的德国骑兵著作，还在休假期间前往汉诺威等地，学习书中词汇的真正含义与读法——在研究德国战术时，这是相当必要的预习。与日常生活中的词汇不同，词典中很少能找到军事术语的完整解释。

他当时在奥尔德肖特担任旅参谋长，我们志趣相投，遂结为密友，几乎每日都会在长谷策马散步。我们讨论了上文所述的我军骑兵现状
[17]

 ，逐渐聊起如何将德国模式导入我军，并不时地在皇家工程兵训练炮场和兵站内，利用老驮马进行试验。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在埃及战争
[18]

 前还是中尉的自己与他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他在返途中对我说，如果拥有了自己的团，一定会践行我们讨论的想法，因为按照女王的法规和操练章典，没有人能干涉团的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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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埃及战争中的第十九骠骑兵团




几天后，他真的得到了一个团（第十九骠骑兵团），并显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该团在几年后从埃及返回后，我时常去观看其中队和团的操练。尽管士兵的平均技巧不及德国骑兵，并且刚刚从最低编制扩充为满员，团内有大量年轻战马，但我注意到，他们的移动与欧陆最强的骑兵同样敏捷和稳健。这证明只要有健全的制度，邻国能尝试的任何事，我们都能做到。

这一套方法在细节上相当简单，最困难之处是让人相信：如此简单的办法何以催生出累累硕果。实际上，这些细节大多在数代之前就记载于我军操典中
[19]

 。人们或许难以理解，正是缺乏对这些基础知识的认知，麻痹了我军的骑兵部队，而从我所知的全部反例来看，这一现象仍然在延续。问题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检阅上暴露无遗；毫不意外的是，当日参加检阅的三个团此后都在南非分崩离析。

现在让我依次归纳三大重点：



一、必须不停地训练下马休息的习惯，直至其成为士兵的本能性反应。若有时间为“骑坐稍息”的命令辩解，不如翻身下马。骑兵在下马之前一定要养成找掩体的习惯。坐在山头观战固然有意思，但不是战争中该做的事。



二、骑兵上马后调整队列时，应从垂直方向观察队列，仔细查看每匹马的站姿——向指定方向调整并无意义，关键是与正前方对齐。



三、在下达“准备”号令时，士兵以常规方式骑坐，收拢缰绳，轻柔地拉动衔铁，使施加在马前掌的重量稍许向后躯转移。这样一来，“行进”的号令一响，所有士兵便能同时前进。整齐划一的起步与服从是所有问题的基础，必须密切注意坐骑和骑手的位置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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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的奥地利骑兵




以上三条简单的规则实际上能够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解决都将水到渠成，因为让马匹服从任何命令都不再是难事。

只要所有的战马同时起步，每匹马都处在相互平行的横队上，就能从根本上杜绝行军中的混乱、拥挤和动摇。经过几天的训练之后，战马也会感受到有序行动的好处和舒适，并懂得操练场与赛马场的不同。只要骑手允许，它们就会自行在快步或跑步中统一行动。

经过这番训练后，战马将学会自行调整，正如冯·施密特将军反复提到的“节奏即方向”。不断地进行自行调整后，发生混乱的主要原因——整队时向指定的方向扭头，就自然会消失。

设置“基准点”的旧方法寿终正寝，不需要参照的基准点后，士兵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前方的指挥官、地形以及敌军。

奥地利骑兵曾长期流行一种制度，即全体军官在行军时加入队列中，而奥地利军官能游刃有余地在运动中指挥二十个中队的队列。虽然奥军现已改为普鲁士的“指挥官领路”体制，但只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在“操练”中并不是必要的。我曾询问在奥军骑兵中服役多年的旧友，如何在漫长的队列中避免致命的拥挤问题——奥军骑兵的中队之间甚至没有检查队形波动的军官——他回答道：“很简单，我们教士兵把控好自己的马，向正前方骑就行了。”我花了七年才明白其中的真意。

诺兰的著作中并没有强调这几点。我猜想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我军对这些要点比如今有更深的理解。如果有军官仍然对当年的情况有印象，能告知当时日常操练中强调的重点，将对于我国骑兵大有裨益。这样的情报能使我军的团史发挥真正的价值：我们濒临忘却的并不是先辈的成就，而是他们成就的方式。

在普鲁士有这一说法：没有马维茨的日记，普军骑兵的改革——实际上近乎一场重建运动——是不可能完成的
[20]

 。




[1]
 译注：独立战争指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1813—1814年）；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因梅茨（Karl Friedrich von Steinmetz，1796—1877年）在普法战争中指挥普鲁士第一军团，后获封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卡尔·冯·格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1816—1880年）于施泰因梅茨麾下指挥第八军。


[2]
 译注：在格拉洛沃特之战中，施泰因梅茨违背作战计划，正面攻击了处于优势位置的法军，险些酿成溃败，他因此被解除了指挥权；“令人震撼的描绘”应指赫尼希的著作《毛奇战略的24小时》（Twenty-four hours of Moltke's strategy）。


[3]
 利尼之战中，大约两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有三万人伤亡；滑铁卢之战中，三平方英里的战场有四万六千人伤亡；而圣普里瓦－格拉洛沃特之战中，二十平方英里上有三万二千人伤亡。


[4]
 参见《梅克尔的战术》（Meckel's Taktik）和《仲夏夜之梦》（The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赫尼希的《毛奇战略的24小时》。


[5]
 译注：指战斗的伤亡名单。


[6]
 译注：迈万德会战（1880年）发生于第二次英阿战争，不慎袭击阿富汗主力（约两万五千人）的两个英军旅被打败，承受巨大损失后得以撤退。伊桑德尔瓦纳会战（1879年）发生于祖鲁战争，指挥不当的英军遭遇两万余祖鲁人伏击并惨败，成为英军在对原住民战争中的最大失败。


[7]
 译注：拿破仑三世的内阁首长埃米尔·奥利弗在宣布对普鲁士开战时，自称“怀着轻松的心情”。朱尔·西蒙为第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疑为作者混淆。


[8]
 译注：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Philip Howard Colomb，1831—1899年），皇家海军中将，著有《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等，他与本书作者都曾参与撰写预测未来战争走向的《1890年的大战争：预想》。


[9]
 译注：杜尔奇格诺又称乌尔齐尼（Ulcinj），是黑山的一个港口。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奥斯曼帝国承认黑山独立，但是拒绝割让两国边界的杜尔奇格诺，列强的海军因此在1880年对奥斯曼进行了示威。


[10]
 译注：弗朗索瓦·博谢（François Baucher，1796—1873年），颇具争议性的法国马术专家，著有《基于新原则的骑马方法》（Méthode d'é quitation basée sur de nouveaux principes）等。


[11]
 队列中的骑兵绝不能如此。


[12]
 由海斯上尉精心译为《训马术与骑马术》，并于1902年出版。


[13]
 译注：在作者写作该书时他仍然在世，已年过七十。


[14]
 译注：《圣经》所载的降祸于以色列人的先知。


[15]
 俄国人对菲利斯先生更加欣赏，他之后成了圣彼得堡中央骑兵学校的首席骑术教练（Écuyer en chef）。


[16]
 《士兵入门》，S.马卡姆，伦敦，1643年。


[17]
 在此我不会浪费笔墨逐个批判各团。


[18]
 译注：指马赫迪战争（1881—1899年），巴罗上校于1886年在战争中亡故。


[19]
 我们至少应该了解自己的操典。


[20]
 关于乔治·勒克爵士——英军在印度的首任骑兵监察——在当地的详细工作，以及与德国和英国模式的详细对比，请参见我的另一本作品《关于战术和组织的信件》（Letters on Tacics and Organisation，Calcutta，Thacker and Spink）。我准备在今年冬季再去一次印度，重新撰写那几个章节，使其更符合目前时代的情况；但书中探讨的并非细节，而是原则，其中的评论是长久适用的，且能向未来的历史学者证明我所频繁引用的《马维茨日记》对普鲁士骑兵的意义。






第十四章


评论与建议（下）

在上一章中，我详细讲述了马术与操练的准则。这些准则决定了骑兵的效能，若在训练中被忽视，我军多年的辛劳也将付诸东流。

简而言之，我想要强调：我军在和平时期能够维持的骑兵武装，其规模绝不足以在欧洲战争中大举登陆、完成海军未竟之事业，正如在滑铁卢之战完成纳尔逊毕生未竟事业那样，当然也无法指望我军骑兵在英格兰本土迎战欧陆骑兵的大军。

我认为，只要我军在和平年代中坚持前一章所述的准则，使其成为军官和士兵的第二本能，就能在战争状态下扩编成千上万的新兵——在战时，每夸脱一百先令的谷物价格及六十先令的国债，将驱使人们涌向军营求生。

若不采用这些准则，花费二十年时间也练不出骑兵。而在这些准则的指导下，十八个月内就能将中队扩编为团，且骑兵团的机动力不逊于任何欧洲骑兵。

两个世纪以前，克伦威尔曾完成过类似的扩编。有异议者或许会指出，克伦威尔征募的士兵比现代人更擅长骑马，且战马素质较低、易于驾驭。那么，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经历是更合适的例证，弗伦奇接替珀西·巴罗上校，成为第十九骠骑兵团的指挥官。1890年，当我到访该团时，他们已在相近的时间内完成了相近比例的扩编，团内士兵的平均服役时间仅十二个月，但整体实力足以媲美我所见过最出色的欧陆骑兵——尽管在一些方面与欧洲骑兵存在差距，但也有相应的原因，而且第十九团还在另一些方面上更胜一筹。如果欧洲大陆的国家发现，我军能派遣登陆的骑兵团并非十五个而是四十五个，维持和平的可能性自会增加。不说比例，仅从数量上而论，骑兵部队可在和平时期自行完成战力的巨大扩充，无须增加我军的工作负担和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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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年身穿礼服的约翰·弗伦奇上校




我军军官并非喜欢寻欢作乐、游手好闲，只是把努力浪费在错误的方向。倘若同等程度的努力被投入到刀刃上，就能实现我军的所有目标。在乔治·勒克爵士担任印度骑兵总监期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见证当地骑兵团在六周之内改头换面。

仅有军事训练还不够，马术的操练也同样重要；只要发布相关的操练要求，尽职尽责的中队指挥官肯定会让士兵练习。

军中的竞争会很快解决问题：贯彻执行骑兵总监要求的中队不久即脱颖而出，其他中队也将迅速察觉到其成功的秘诀。

正是竞争使普鲁士骑兵变得优秀，让他们在马匹的养护和训练方面，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正如普鲁士人在海量的相关书著中展现的——由此减轻了德国骑兵军官在改革上的困难。

而相关著作的匮乏，正是我军骑兵发展的一大阻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作品极少，远不及德国以及近年来的法国著作。事实上，并非我国军官没有能力撰写佳作——《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期刊》及其杂志上刊载的论文证明，是他们没有钻研相关问题的热情。由于这类书籍没有需求，出版商也不敢冒险出版。学识渊博的军官只能零敲碎打地写些短篇，受于篇幅所限，难以进行全面的探讨。但是一旦相关知识出现需求，并不缺少分享知识的作者。

我原想详述相关问题，但有珠玉在前：已故的陆军上尉奥尔德纳尔（Oldnall）刊于《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期刊》1901年5月号的精彩文章。如果南非战场上的养马兵们读过他倡导的几条知名原则，战争将提早几个月终结，因为我军的一切困难都源于机动力的匮乏。在血肉横飞的战争中，上述原则直到事态难以挽回都无人问津。这种情况缘于军官普遍不屑于花时间学习。而要应对实际的战斗，不仅仅是靠答题纸上的知识——只要熬夜复习，次日早上就能在考场里写出一篇差强人意的文章。士兵必须将知识融为第二本能，养成观察的习惯——善于观察才能应用知识——才不会因疲劳与兴奋而产生疏忽。这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会教给我们的伟大一课，但我军恐将遗忘这一经验。毕竟，身为乌合之众里的一员，比在军队里当兵轻松得多。

根据奥尔德纳尔上尉所言，南非战争的组织管理中显然没有体现这些第二本能和习惯。他指出了战马背疼的原因：其一，我军在鞍下垫放了几块裹起来的毯子，而垫毯很难包裹，士兵又粗心大意；其二，马鞍滑落到髻甲
[1]

 ——这些问题在过去五十年里都被讨论过。

现今的欧陆骑兵只在鞍下配备一块垫毯，这一习惯已持续数代。无论是奥军还是德军的战马，都极少在战场上犯背疼。在1870年战役中，普军骑兵仅有百分之二的战马出现背疼；而其战马的负重并不少于我军——他们的骑手体重普遍重于我军，而且能在四五天内行军五十至一百英里，经常连续四十八至六十小时行军。

德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我军的垫毯问题源于鞍桥的形状：为了适合鞍垫和垫毯，我军降低了鞍桥的弧度，导致鞍桥相对垫毯过宽。十二年前，在印度骑兵的军营里就暴露出该问题，但未得到改善的办法。

在南非战役中，依然没有人注意到能挽回巨大损失的马鞍和垫毯问题，所谓的“健康状况”被视为主要问题。在诊断马匹健康时，不应该以背部和髻甲的肌肉量为依据，而应该观察马匹对某一任务的适应程度，判断其素质与整体健康程度。平地赛马与越野赛马的情况不同，两者与军用马更是大相径庭。我们经常忽视这一点，一味地参考训练赛马的标准。恐怕这一问题还会继续存在，直到行业竞争升级，促使优秀的兽医全面地研究该学科，重复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已进行过的研究，出版一部翔实而严谨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夹杂着马术评论的个人游记。

在这样的著作问世后，我想人们会更重视年轻马匹的身体锻炼。德军和我军在训练新马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我军仅要求有限度的服从，英语中的“rough-rider”“horse-breaker”
[2]

 等词语体现了我们的立场。而德语中的“zureiten”和“dressiren”
[3]

 代表了一种教育的渐进过程。他们向每匹年轻战马投入的关注度，正如桑多
[4]

 对待潜力运动员：锻炼其肌肉，塑造出几乎相同的体形。德军的每个骑兵团中都有几个经过训练的专家，通过骑马时的感觉判断马匹接受的训练是否正确。

我们会说“培养”猎马，许多人凭经验与亲身指导，能出色地完成培养。可是对于骑兵的战马与炮兵的驮马，我们却不去“培养”，而是去“驯服”——区别就在于此。

近来，针对我军战马负重过载，出现了不少言之凿凿的批评，日报的编辑们似乎以为，通讯记者的专栏文章里是他人未曾想过的独创观点。

这种错觉是很容易破除的。各兵种的无数军官已衡量、规划并制订过减轻负重的计划。实际上，若不计入骑手和草料——这是唯一公平的比较基准——我军骑兵的负重还略低于德军
[5]

 。如果后者携带等量的草料在南非作战，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当然，既然战争已经打完，也没有证据说明德军在同样的环境中做不到更好。事实上，我们两国的军队都承受着来自传统的压力，模范军队也不像我军顾问想象的尽善尽美。

其实，德军的优异之处局限于能凭竞争的热忱达成、无须增加支出的方面。当需要从财政部榨出钱的时候，他们一样吃尽了苦头
[6]

 。

任何骑兵部队负重过载的主因都在于骑手缺乏工程学知识。在他们眼里，一副马鞍永远只是一副马鞍，很少有人会思考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否真的达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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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兰在《骑兵：历史与战术》中提倡的骑兵鞍示意图




从本质上看，马鞍是一个支架，他能帮助骑手保持不影响马匹肩部活动的坐姿，不单独压迫马匹任何一块骨头，并以最大面积分摊骑手体重。骑坐舒适度只是次要的因素——人类什么都能适应，即使是自行车的鞍座。

在鞍骨的两侧装一对扇形物，用两块坚硬的拱拼接，在上面展开一块供人骑坐的料子：严格上讲，这就是一副马鞍所需的全部结构。其实最初的马鞍也只有这些部件；其他的附加物都只是改善骑坐舒适度和外观的累赘。

人们已经忘记了朴素的马鞍骨架，虽然不时有人努力推广精简的理念
[7]

 ，但是常见的马鞍还是保留了笨重的木头、金属和皮革制的骨架，净重高达二十八磅。

几年前（1887年）在奎达，我曾尝试还原早期的匈牙利鞍。在两个旁遮普巧匠的帮助下，我把一大段雪松木凿成几块扇形物。尽管材质相当不合适，这却是我唯一能找到的材料。我用集市上找到的闲置角钢打造出两块拱形物，将扇形雪松木用其拼接起来，并在两块拱之间挂一根肚带，粗略地系在鞍环的两端，做成分股肚带（split-girth）。一副马鞍就这样完成了，称重七磅，造价三卢比。

这副鞍具被安放在盖有垫毯的马身上，它用分股肚带固定。接着，我在扇上套上马镫皮带，鞍具周身包裹一件阿富汗羊皮大衣，并用肚带扎紧。我们在孟买第六骑兵团的队伍里进行了实验，士兵和军官都十分满意——特别是士兵们。这副鞍具让骑手更贴近马身，使骑坐更安全；随后，我把这副鞍具寄给了当时的骑兵委员会，并在说明信内解释：马鞍旨在展现一种理念，做工和材料只是现时现地的最优选择，无关实际设计的方案。

几个月后，我得知鞍具由于强度不足而被否决。好像面对拼凑的材料和外行的加工，他们还对强度抱有期待似的！退一步说，他们要求怎样的强度？四十年来我军都生产耐用的鞍具。为了避免鞍具在战场上损坏，在替代品送达或临时制成前，造成部分马匹在几天内无法参战的情况，可怜的战马承担了毫无意义的二十磅多余负重。在南非战役里，甩掉这二十磅能救回多少战马！

我相信在现有的冶金技术下，能制造出完全铝制，或由铝制扇与钢制拱拼接的完美鞍具，重量预计不超过六磅。

早期提炼的铝金属又软又贵，如今其强度已增加三倍，成本很快会降至每磅不足一先令。

选用铝制衔铁、铁制马镫和铁制马掌，将至少节省六英镑的开支。

此外，在选择缰绳、笼头的材料时，人们总是断定“皮革是最好的”，在相当潮湿的气候中也许如此，但我们也需派兵至干燥地区，经验使我相信，没有什么材料比皮革在干燥气候下更糟糕。为什么不试试编织材料呢？在帆布一类的材料中编入钢丝网，用作缰绳、笼头和马镫带的材料，将比现有的马具更结实和轻巧，且在干燥气候中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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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是减轻负重时唯一能考虑的方向，除此之外的方向都没有可行性：草料的运输取决于作战的地区，其他物品的重量都已压缩到最低。一切改变的尝试都需要实验，却没有可拨用的公款。为何不让私人——比如一位富裕的退役骑兵军官——承担任务呢？

我坚信只要有优秀的工艺技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至少能减轻二英石的负担——南非的战场经验足以说明其意义。

在骑兵的整体耐久力方面，也是能有重大提升的，只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杀鸡焉用牛刀。换言之，让重骑兵练习执行轻骑兵的任务是在浪费精力，反之亦然。

我们必须划分重型、中型和轻型骑兵，原因很简单：大个子不适合骑矮马，小个子不适合骑高马；在整编中队和团时，不能破坏士兵的效能（参见《马维茨日记》）。重骑兵能在军营（camp）、露营（bivouac）和营房（quarter）
[9]

 中保护自身的安全，让他们奔波于先头骑兵的掩护之间纯粹是浪费精力。当然，轻骑兵和中型骑兵需要把握冲锋机会的能力——毕竟“一匹温和的马也会踢疼人”，但只要如前文所说，完成马对骑手的“无条件”服从训练，冲锋的威力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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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向金伯利进军的弗伦奇骑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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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战争中的约翰·弗伦奇




我知道对于许多刚从南非战场回来的读者而言，骑兵冲锋，委婉地说是一种落伍的观念；但我希望他们勿要妄下定论，等到战后的混乱思潮稳定下来，各场战斗才会得到恰如其分的判断，人们才能去伪存真。

经过六千英里的海路和一千英里的铁路运输后，我军战马的体重明显下降，但它们不会在印度的内陆行军中掉膘，或在一场临近本土的大战中，仅仅行军六十英里就疲惫不堪，宛如跋涉了六千英里。整个夏季，我国的船只和铁路都把赛马运往巴黎。我从没听过赛马疲惫到无法训练，以至于影响赌马的结果。

切勿妄下定论，说南非战事已彻底改变骑兵的职能。假如我军战马的健康状态与在欧洲一样好，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军的指挥下，可以改变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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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1895式毛瑟枪的布尔人




从里特河（the Riet）到金伯利之间需要行军七十五英里，信德骑兵团（the ScindeHorse），或是旁遮普、孟加拉的任一精锐骑兵团都只要二十四个小时，无须四天之久，且马匹损耗率预计不足百分之二；从金伯利到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约有九十英里，三十六个小时就足以走完；这也是欧洲大陆上任一骑兵团都能做到的。战役中的战略和战术怎么会因此而改变？

我们都知道，弗伦奇的进军横扫了布尔军，没有给他们留下集结和掘壕沟的空暇时间；如果我军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三倍，情况又会如何呢？

基于对骑兵学科的长年研究，我认为在正常的欧洲条件下，依照布尔人的原则，试图以骑马步兵迎战快速机动的熟练骑兵，只会以骑马步兵的彻底毁灭告终。因为在开阔的地形上，在一支明智的敌军面前，下马射击无异于自寻死路——除非沦为敌人的俘虏。

作为本章的总结，我将举出一流骑兵在欧洲地形上的战例，请读者们把战例中的距离对应到南非的地图上。需要记住的是，在战斗中造成杀戮的并不是武器的种类——如许多人所误解的——而是武器射出的子弹。事实上，布尔毛瑟枪每分钟的射速还不及沙瑟波枪的两倍；因此，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既然在普鲁士骑兵的实力远不如今的年代里，每英里五千杆沙瑟波的火力无法阻挡他们的进军，每英里五百支毛瑟枪的火力也未必有更加效果。这时无须考虑两种武器的射程，因为指挥得当的骑兵总能以某种方式——借地形的掩护或者抓准时机——出乎敌军意料地发动袭击。

接下来的战例发生于德国皇帝1891年在卡塞尔和爱尔福特之间的乡野上举行的演习。9月17日，两支军队的骑兵在米尔豪森附近发生首次遭遇战。当天，第十一军的骑兵师离开了自卡塞尔出发以来，就一直穿行其中的山岳地带。在高温和缺水的情况下，结果遭遇了掩护第四军行进的骑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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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任务的德国骑兵，摄于1912年




我在塞巴赫（Seebach）村附近遇见了一个隶属第四军、下辖三个龙骑兵团的旅。我刚刚到达，他们就接到了敌军接近的消息，以集合队形即三个团并排组成密集的中队纵队，向西移动。

从我站的位置看，地面向北和西呈轻微的波状起伏，没有任何围墙和树篱。但两边坎坷不平的洼地里都流淌着一条约二英尺宽的小溪，堤岸松软潮湿，几株修剪过的柳树显示了溪水的流向。四处可见的裸露岩层和矮灌木丛也成了障碍物——在茬地上行进是困难而崎岖的。

北面是米尔豪森镇。镇子外有一条向正西方向延伸的公路，与山地中延伸出的平缓而漫长的尖坡平行。公路两边种植着欧洲大路边常见的白杨树，从树木间能分辨出敌军的白帽子。

骑兵旅顺坡而下，以整齐划一的快步穿过第一个洼地，涉过低洼底部的溪流。棱角分明的矩形队形连一秒钟的动摇都没有。战马安静而沉着地各就其位，无须勒住焦躁的马而浪费体力——通常在极小的障碍面前，会发生这种情况。随后他们抬起左臂，我看到远处同属一师的另一旅正赶来会合，两者很快进入可以相互支援的距离，一同转向北面，骑马炮兵连迅速出列，在队列内侧卸下火炮，但他们的第一轮射击遭到公路上敌军的火炮反击。

与此同时，两个旅保持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向敌军前进，队形棱角分明，犹如棋盘上的方格。

听到第一声炮响后，他们展开为分散的中队纵队，同时将两支部队组成梯队会合，先头梯队由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构成。下行一个洼地后，他们暂时在此躲避守军的炮火，接下来越过前方的坡顶，横扫了敌军榴霰弹炮部队。他们以完美沉着的心态渡过洼地的小河，然后借地势上升的掩护，下达了“横队向前”的命令，执行完毕后，立即命令“跑步”前进。经过长时间的冲刺，他们保持着排列紧密、线条分明的队列，横扫了坡地的顶部。进入洼地时，他们一度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不久后又再次现身，策马全速冲上前方的斜坡。不过我注意到，后方队列并没有一贯的紧密，内侧几乎跑到了公路上。从我的角度看，右边的两个中队突然向左转，组成纵队又向右调转。先头梯队的其余队列以及二百码之外的第二梯队，冲过道路的沟壑，在树木的掩护下消失，往更远处的山谷去了。

反冲锋确有发生，但我被前进的队列遮挡住了视线，军队穿过公路不到一分钟后，我看到此前越过小镇房屋发炮、轰炸高地斜坡的两个戴白帽的团及其炮兵连，正遭到敌军的紧紧追赶。随后，“停止”的号令突然响起，德国皇帝及其参谋们登场了，军官们从各营地赶来听取批评。我跟到了冲锋发生的地方，在公路前的低洼处找到了队列后方出现混乱的原因。有一条约十二英尺宽、五英尺深的宽阔排水渠，贯通了各个斜坡的底部——棘手的障碍物。从战马留下的痕迹看，它们先涉水三英尺，随后跃过了排水渠。继续往前走，突然变换纵队的缘由也找到了：这段公路在山边挖成，有一段至少十三英尺的落差。他们及时地发现了这段落差，并完美地执行了命令。每匹马都在全速前进中保持冷静，并完成突然的转向，最远的马蹄印距离队列边缘不超过十英尺。

而在远处的洼地，还有更大的意外惊喜等着我：那里有一条约六英尺宽的溪流，流入四十英尺宽、十二英尺深的沟渠，还有一道士兵无疑希望关闭的大水闸。在完全没法狩猎的地形上，炮兵连和八个骑兵团无人下马，以全速冲过了这里。事后我遇见指挥该炮兵连的军官，他告诉我，除了一辆炮车的车辕在下落的冲击中受损，没有任何一匹马在跳跃和攀爬中遇到麻烦。我曾见过骑马炮兵的诸多壮举，但没有一件能与之相比。在本书的初版中，我的叙述招致了质疑，特在此补充：演习的几天之后，我曾重游故地，仔细核对过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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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秋季军事演习中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皇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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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习中发动进攻的德国骠骑兵，摄于1912年




可惜的是，我再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观看冲锋。不过在次日我从远处眺望，先看到军属炮兵的十八个连以横队全速奔跑，在几分钟后，第十一军的骑兵师发动了全体冲锋，从侧翼和后方围截十二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旅，并由演习教官裁定为歼灭。这一天的战斗将作为高水平指挥的完美案例，永远留存于我的记忆中。“停火”的号令响起之前不到十五分钟，第四军似乎还势头正盛——我仅能看到其敌军的少量前哨和火炮。当时其炮兵以完美的队列越过坡顶，迅速下坡进入有效射程。他们一起调转炮架，同时炮击对面沿斜坡而下的敌军步兵，后者距离太远，无力反击。就在这时，大规模的骑兵突然发动袭击，汹涌而来，穿透步兵的阵线，包围了火炮，展现出骑兵指挥的效果。

在整场演习的最后一战中，两军一同由皇帝指挥，在朗根萨尔察村附近，冯·德·普兰尼茨（von der Planitz）率领六十个中队猛扑向敌军的右翼，赢得教官们的一致称赞。

在观看最后的冲锋时，我站在更好的位置，所见的场面令人难忘。一面延绵一英里以上的黑墙，呈一条对角线横扫高地的斜坡——如同在日全食时，阴影逐渐吞噬地面。不一会儿，它与敌军相碰撞，好像汹涌的白浪吞没了礁石，扬起的飞尘遮蔽了此后所有的动向。我事后得知，面对一支动摇而未崩溃的敌军，这次进攻是以拿破仑时代的风格发起的——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怀着这样的目标，骑兵部队组成四个相距五百码的连续横队，迫使步兵在第一波冲锋中来不及稳住阵脚，就要迎击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势。

事后，我有幸与几名步兵军官攀谈。军官们表示，他们都不曾迎击过如此大规模的骑兵冲锋，并且一致认为冲锋效果令人胆寒，除了经验丰富的老兵，没有部队会敢于直面迎击。

在现代的作战队形中，士兵相距有十步远，怎么能够抵挡骑兵的冲锋？骑兵进入射程之内后，步兵或许能在一分钟内低精度地射击二十轮，这时的命中率大概是二千分之一，在宽达二千码的骑兵阵线里，兴许能打倒两三匹马。

我没能核实最后几次冲锋中骑兵跑步的准确距离，考虑到地形为接近敌人提供了方便，奔跑的距离应该并不长。至于最初的骑兵对骑兵冲锋，我能够准确地绘制其路线：骑兵旅以快步出发，在八千码之后下达“跑步”命令，奔跑四千码后，截住追击的团并停止了行军。在德国骑兵改革伊始，人们曾屏住呼吸讨论快步一千五百码、跑步八百码的战术，仿佛那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目标。

完成上述行军的部队，并非是刚从营地出发的生力军，而是历经五周劳累的疲惫之师。在演习的最后一周，疲劳的程度完全超越了1870年战役。一位经历整场战役的英国友人告诉我，迄今为止他将8月14至19日在梅斯一带的经历，当然还有在维翁维尔冲锋的岁月，视为人生中最艰苦的战斗。最后六天的演习对于战马、士兵和军官的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是对于士兵和军官而言，演习不如实际战争那样令人亢奋。

演习后的几天，我获得了充足的机会调查连日疲劳对战马的影响，德军战马的忍耐力让我震惊。它们的确略显消瘦，约有百分之五需要休息几日，但其身体状况还允许继续劳作。我仔细观察了大概六个中队，在卸去装备的战马之中，约有百分之二出现轻微的背疼，还有近似数量的马身体虚弱；但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任何一匹马由于背疼折磨而无法驮人或行军。

我还记得1874年、1875年演习后的战马状态，当时的演习强度没有这么高，但差距十分显著。我曾看到几个中队返回驻地时，战马虚弱而消瘦，堪比从埃及回到布赖顿和奥尔德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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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军，我遇见的军官大多同意我的观点。

面对上述的军队，布尔人能有何作为？

现在让我总结在此前的章节中竭力传达的观点。

我已经证明，从中世纪到现在，骑兵一直在与步兵交锋。人们却怀着“骑兵无法冲击未动摇的步兵”的偏见。如果冲锋的目标是手执十六英尺长矛、组成牢固的十二排阵型的步兵（若没有火力动摇其秩序，血肉之躯的确难以突破），这一偏见听起来确实很有说服力。然而，随着武器的进步，这样的对手越来越少。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在火器进步的同时，火药的威力并没有同等提升——在步兵之间的战斗中，为了充分利用火器进步的优势，逐渐降低了队形的密度。因此在战场上，骑兵在每码所面对的子弹数量实际上并未改变。在克伦威尔时代，十二列横队的士兵能连续地打出每分钟十二发子弹的火力，子弹的威力足以击碎骨头，将战马打死在冲锋路线上。腓特烈时代的欧洲步兵通常站成三列横队，每分钟齐射两轮左右，普军步兵则能射四轮，也就是说战场上每码有九至十八颗子弹。在步枪引入撞针和线膛技术之前，子弹的密度几乎未发生变化，使用这些技术后甚至还一度降低了。在整个燧发枪时代，一名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优秀的骑兵足以横扫战场，无论敌军步兵的素质多高——正如曹恩道夫、罗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之战。然而，随着骑兵战士们的消亡，马背上的士兵只在特定情况下才被投入战场，正如本书关于拿破仑时代骑兵的一章中所写：即使武器完全没有变化，只有动摇而消沉的步兵才会成为骑兵冲锋的猎物。无疑，滑铁卢会战是步兵抵抗骑兵的经典战例，经过多年的战争，骑兵的荣耀被淡忘，“骑兵无法冲击未动摇的步兵”的谬论再次兴起。这在当时显然是错谬的推论，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步兵在武器和纪律上都没有显著的改变，只是骑兵退化了，但各国军队的骑兵都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线膛武器出现后，步兵的阵型并未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射击的速率有所降低，使用装火帽的前膛来复枪无法在一分钟内完成六次装填和射击，而在腓特烈时代的散兵火力就能达到这个速率；但人们认为，射击准度的大幅提升足以弥补速率的差距。

在旧时代，射击的准度无足轻重——决定胜负的是投入武器的量级，数量大于质量——而随着“质量大于数量”的观念流行，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武器的准度越高，操作越取决于士兵在操作上和精神上的稳定。但士兵的稳定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常数，而是随着会战的进展而变化，最终会减弱到可忽略不计的程度。假设射击的速率相同，在一支动摇的军队手中，武器的准度越高、射程越长，杀伤力越小。

然而当时鲜有战争发生，除奥军以外，各国骑兵的质量不佳。唯一证明骑兵能力的是库斯托扎之战：当时，两个奥地利骑兵旅在整整一天内坚守阵地，最后冲破并击溃了两个完整的意大利步兵师。

随后，后膛枪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人们轻率地认定，射击速率的提升，将同等提升步兵的威力。

这与我在普法战争章节中的结论并不相符：德国步兵在武器装备上远逊于对手，却在密集阵型中抵挡住了所有的冲锋；法国步兵总是被德国骑兵击垮，不论对方是否有炮兵支援——一般没有。

显然，武器对于战争的结果影响甚微，而从古至今，战术家们莫名其妙地忽视这个显然的结论。进入小口径和连发枪的时代后，人们的理论依然建立于同样的荒谬推测上——射击的精准度与操作者没有关系，在装备近代武器的军队中，任何一名士兵在战斗的任何一刻，在任何时间范围内，都能以心态平静时的准确度及武器发明家宣称的速率，向指定方向射出一串子弹。由于这些荒诞的幻想，过去针对骑兵的物理屏障——上刺刀的横队或方阵——完全绝迹于战场，骑兵冲锋的目标变为排成多列的横队，这一队形中只有少数士兵能同时开火，并且由于横队过度展开，火力的密度完全不及1870年的法国步兵——正如我们所知，法国步兵彻底败给了德国骑兵的果断冲锋。要投射出相同的火力密度，间距十步的士兵必须在射速上达到两列横队的二十倍，但实际上任何军队的步枪在每分钟的射击轮数上都达不到沙瑟波的二倍。不仅如此，法国和德国在二十余年前的实践证明，当时的武器——平均每分钟至少射击四到六轮——在命中率与射击次数上成反比。当武器每分钟射击二十轮时，士兵会在匆忙中准心大减；而在如今，失准的幅度有增无减。

我军依然没有意识到，现代的人道主义子弹缺乏抵抗力。在我阅读过的所有战争信件和论文中，以及我与从南非战场归来的官兵们的所有交谈中，我从未发现战马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被击毙的案例，唯一的例外是被一把猎枪的开花弹打中。要阻止冲锋，不管多近都要打倒战马。一旦战马驮着骑手冲过敌军，马的命运就不再重要，只要骑手充分训练过如何攻击地面目标，就有机会使用他们的长枪和剑。

我不止一次地批评在南非战场的特殊任务、特殊环境下使用疏开队形——布尔人没有值得我军忧虑的骑兵，他们从不长时间停留在同一阵地，使骑兵有机会发动支援性的集群冲锋——正如欧洲战争中常见的那样。但我要强烈地指出，如果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就判断欧洲骑兵已如十字军一般过时，正如管中窥豹，会摧毁一个人终生的学术声誉。

伤亡数是战斗胜负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伤亡主要由以某一速度、沿某一轨道移动的子弹所造成，而无关武器的类型或其发明者。如果枪手在开火时保持同样的纪律性，在一千码宽的战场上每分钟射出两万发子弹，不论是毛瑟、沙瑟波还是其他种类的步枪，杀伤力都完全相同。严格来说，我说的“完全”并不准确，还要考虑到射程和弹道轨迹的问题——在此，我要反对目前得到公认的理论，即弹道保持直线是极其重要的。毫无疑问，如果所有枪械在开火时都平行于地面，那么结论确实如此。而一旦由于手抖或其他原因，武器不小心以仰角开火，子弹的速度越快，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越低。

顺带一提，这正是布洛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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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理解的问题之一。但理由是很明显的，如果在过去，从五十码外仰射的子弹没打中某士兵的脑袋，最远还能继续飞行四百码左右，并保留着足以伤人的速度，在子弹的最后冲刺中，很可能有人或马挡其弹道上。而在今天，如果以同样的角度仰射，子弹落地前能飞三千码之远，在该距离恐怕难以击中任何目标。

这当然能在数学上得到证实，任何对此的反驳，都像宣称地球是平的、太阳绕地球转那样无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实验说明，这是能让古典先贤——公立学校的幻想产物——也信服的方法。取一根莲蓬式喷嘴的花园浇水管，把水量开到一半时，出来的水几乎都流在脚边，深深地渗入地面。然后把阀门开到最大，水流将远远地喷射到整片草地上，稍稍浸湿草皮。堵住喷嘴上的部分洞口以模拟战斗中的减员，改变水压以模拟不同的弹道，就能得到形象的比较。

离奇而引人深思的是，其他方面的发明进步在无意之中破坏了后膛枪的理念。假设发明家将其才智集中于改进射击的频率，使枪械的射击频率达到如今的水平，但装填方法和子弹速度不变，即与滑膛枪时代一样，子弹飞行四百码就落地——横队的正面将成为禁区，枪林弹雨会让任何生物都无法安然通过。然而，射速、装填、弹速三个要素相互钳制了彼此，由于这一离奇的原因，一旦战斗进入士兵随意射击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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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从一千五百码外到达敌军眼前时毫发无伤的可能性，在现代队形和武器面前大于面对腓特烈时代的队形和燧发枪。

尽管这一论断令人震惊，但它无疑是数学上的事实，并得到布尔战争空前的低伤亡率的有力证明。我在前文提到“一旦士兵随意射击”的这一点值得重视，因为自拿破仑军中出现塞纳蒙和德鲁奥的密集炮群以来——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是最典型的战例——猛烈的进攻火力使士兵的情绪起伏不定，导致了混乱的射击。

数量充足的火炮——约一百门以上——足以为行军中的队伍扫荡其前方的战场，炮弹如风暴一般，任何脑袋和肩膀大小的物体，平均每分钟都要被打中两次。在这时，即便炮火没有扬起灰尘，瞄准射击也是不可能的。当攻势最终逼近其目标，在步兵距离敌军三百码、骑兵距离敌军五百码时，炮火掩护必须暂停。前者必须建立火力优势，等到增援后才能进军，而后者只需在此期间冲到敌军面前即可。在地形同等有利的情况下，哪一边会先到呢？

没有人会派骑兵强攻坚固壕沟中没有动摇的步兵，更没有人会建议训练这种战斗。但是在欧洲战争中，行军快的步兵会抢走挖壕沟的机会；战场的正面越宽，越容易集中兵力打击选定的目标；武器的射程越远——尤其是炮兵——投向选定目标的掩护火力就越强；因此，出人意料的速度能够搅乱局势。

让我以仅相隔数日的两场演习中的战斗为例，其一发生在法国，其二发生在德国。在两个战例中，步兵均沿山脊而下，并部署为战斗队形，由前哨部队打头，向山谷的另一头进军。据报告，山谷里的敌军刚刚被先头骑兵扫清。忽然，对面的山脊上出现了十八个炮兵连，步兵发现自己暴露于一百〇八门榴霰炮的火力之下，而敌军的位置却超出了自己的射程。一百〇八门快速炮在一分钟内，能游刃有余地完成四轮高质量的射击，打出一万八百颗炮弹，面对如此容易打击的目标，几乎可以弹无虚发。在德军的演习中，正如前文所述，骑兵立刻在五分钟之内袭击了炮兵；而法军则没有冲锋跟进，当时我们等待着，疑惑着骑兵的去向，最后才在望远镜里发现，他们正在两英里之外吃早饭！好吧，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事：某次南非会战的关键时刻，我军的骑马步兵部队正悠闲地沐浴在莫德河（Modder river）中，远离急需骑兵的战场。

在两个战例中，无论是密集队形还是南非的现代疏开队形，面对如此凶猛的火力，崩溃只是几分钟的问题。

如此良机是以往难得的，过去的火炮要在距离步兵三百码的地方开火，后者只要冲锋一百码，就能到达步枪的有效射程。而上述两个战例里，由于地势的抬升，步兵必须行军一千五百码，才能向大炮开火还击。因此，基于对两个半世纪历史的精心研究——我在过去二十五年一直致力于此——我得出结论：骑兵的时代远未终结，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无论是在战场之上还是战斗之前，骑兵的潜在价值都是前所未有的。除非连年的战争将欧洲步兵全都磨炼成拿破仑老近卫军式的精锐老兵，步兵才有可能危及骑兵的优势。

我国的独特国情给予了我们机会，去纠正长达数个世纪的偏航。

我军基本可以维持骑兵和炮兵的征兵数量，并为其配备优质的武器。如此一来，指挥官即可根据其步兵的素质，利用骑兵和炮兵削弱敌军。

胜利的关键在于指挥官准确评估其部队的素质，“质量”意味着在惨重损失中前进的能力。

如果指挥官对士兵判断不足，派出一支可承受损失不足百分之五的部队，攻打损失百分之三十兵力才能攻克的地方，失败将在所难免。

而我们从美国内战的经验中得知，与我国血脉相通的美国人在阅兵场上操练十八个月，就能承受五成的战斗损失，在欧洲大战的时候，美国人无法为我们服役，但我国有丰富的兵源，在饥饿的压力下，人们必定会来到军营。

如果我军征募两倍数量的骑兵、三倍数量的炮兵，将正规步兵的数量减半，依然能降低征兵市场的总体需求；但在战争时期，军队容许的扩充比例将大大增加。大陆国家的国界只是一条虚拟的线，我们无须像他们一样进行战前准备，只要舰队还在航行，就能自由支配时间，去征募、训练、装备所需要的数百万步兵，而骑兵和炮兵是无法临时拼凑的——优秀的素质是其部队效能的关键。

该计划难以在此详述，仅提一点：重新划分印度军队中三个兵种的比例，尽量将步兵营改编成骑兵和炮兵，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即可大幅提高当地军队的机动性和火力。由于印度营大多人员过剩，因此对于英国营的需求就会减少，这些英国营就能够被派遣回国。




[1]
 译注：马肩胛骨之间的隆起部分。


[2]
 译注：直译为“粗野骑手”和“驯服马的人”，也就是驯马师。


[3]
 译注：“训练”“驯马”，后者亦有培养、教育之意。


[4]
 译注：欧根·桑多（Eugen Sandow，1867—1925年），德国健美先驱，现代健美之父。


[5]
 不过德军炮兵用马的负重要轻得多，由于无需和我军一样在极端天候里作战，不必配备同等强度的马具。


[6]
 多年之后，我们的炮兵学校欣欣向荣，而普鲁士的野战炮兵只能自掏腰包购买训练用的弹药。连冯·欣德辛（von Hindersin）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参见霍恩洛厄亲王的《关于炮兵的信件》（Letters on Artillery）。


[7]
 参考诺兰骑兵鞍，在他1852年出版的书中有介绍。


[8]
 实际上，布罗德伍德少将曾把一些由这种材质制作而成的装备投入苏丹战场，而且我认为反响良好。


[9]
 译注：“camp”，指有帐篷的军营、营帐；“bivouac”，指无帐篷的临时露营、军事野营；“quarter”，指士兵等群体的营房、宿舍。


[10]
 译注：均为英格兰城市。


[11]
 译注：扬·戈特利布·布洛赫（Jan Gotlib Bloch，1836—1902年），波兰银行家，他因为在业余时间致力于战争研究而出名，他在其著作《未来的战争》（La Guerre Future，1898）认为现代战争已演变为工业权力的斗争。


[12]
 近年的战斗经验证明，这一阶段会迅速到来。






第十五章


骑兵与骑马步兵之争

基于本书前文叙述的事实，我们可以尝试解决当下的热点问题：未来将属于骑兵还是骑马步兵？

这不是一个新鲜问题，自火器时代以来就有过不同程度的争论；显然，当年罗马人初次与帕提亚人见面之时，以及十字军遭遇土耳其军队的骑马弓箭手之时，也有过同样激烈的争论。

值得一书的是，骑兵持久的存在证明，有某种自然规律眷顾着他们。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现代武器对于旧有结论有何种程度的动摇。

历史证据显然证明，成熟的骑兵——士兵彻底掌控战马，人马合一，既可单打独斗，又能集体作战——是高度文明的产物，主要由地形环境决定。生活在广大半农耕地区的野蛮民族，虽是天生的骑手，却无法忍受操练和纪律的打磨，也没有环境培育能够负重的马匹——其重要特点是低负重下的速度和耐力。

迄今任何文明的立身之本，皆是维持一支常备军队——专门用于战斗的社会阶层。文明的程度越发达，检验、维持其作战效能的机会就越频繁。同时，对于军队的需求是否明显，也会影响到开支军费的阻力。

因此，每当漫长的和平期后爆发大战，所有军队，尤其是骑兵兵种的效能都远低于预期和需求，因而总有呼声反对扩大其编制。

但究其本质，骑兵部队的仓促扩编将不可逆转地损害其机动性。我们知道，队列中无法驾驭战马的士兵将成为其战友的潜在危险来源，每匹马的速度和耐力必须达到一定水准，才能保证动作的齐整。但人们并未认识到机动力在战场上的关键性，因而采取了一条明显的权宜之计，让步兵坐上骑兵挑剩的马——这些马仅用于驮着他们快速移动，主要目的是守住阵地，进行防御性的战斗。由于临时拼凑的性质，这种部队本能上会小心谨慎，他们自知无法在野地匹敌阵型紧密的骑兵，只能藏身于每一片树篱、每一个山洞，等待敌军骑兵离开。然而，如此的等待恰恰与“机动性”相悖。而“机动性”正是骑马所带来的优势。

另一方面，敌军骑兵在经历和平时代后，对战争的残酷真相缺乏认知，与所有兵种一样，依仗前些年反复操练以维持的传统，他们会轻率地前进，鲁莽地陷入埋伏，总是落入败局。因而，骑马步兵开始获得需要维护的名誉，他们成了“有名堂的骑马部队”，下意识地在马鞍上挺直腰板。这无意中为坐骑节省了力气，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

不久后，敌方的骑兵就变得谨慎，不再落入明显的圈套，他们大范围地派出侦察部队，绕过每一个障碍物，并撞上藏身于此的骑马步兵的侧翼，接下来就是一次“上马冲锋”的战例，逃过一劫的士兵都庆幸于其坐骑的素质，开始重视对马匹的管理，从而迈出了第二步。其余的演变也将适时发生，如果战役足够持久，并且地形条件良好，除了名称之外，这些部队将完全演变为骑兵。战争的压力会让所有军人体会到，生命、荣耀与名誉都建立于在无条件、时刻准备与敌人交战的觉悟上——让敌人占据主动是毫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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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尔战争中，给坐骑喂水的英国骑马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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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战争中的一名澳大利亚骑马侦察兵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指出，只要有一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轻骑兵和中型骑兵部队就能达到不怯战、高机动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这样的指挥官，整支部队的表现都会下滑。

重骑兵在突击上的价值毋庸置疑，不加区别地混编大个子和矮马会将其战功削弱。大个子和大马是天生的搭配、必需的组合；相比小个子和矮马，他们更加需要悉心照料。让重骑兵在原野上漫无目的地奔跑纯属浪费精力；应该保证他们留在军营或临时露天营地里，并获得充足的口粮。此外，在一场大捷后，荣誉——至少在民众，尤其是女人的眼中——往往归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重骑兵势不可挡的突击是热血的壮观景象。只要指挥官合理地保留重骑兵，并在恰当的时机将其投入战场，突击必然会成为胜利的直接原因。因此，重骑兵往往迅速成为公众模仿的对象。

在和平时期，军队的衰落往往是迅速的——尤其是不重视低级军官的军队。如果没有监察在场批评，等待退休的老资格上校很容易带出动作迟缓的团。马维茨与霍恩洛厄已告诉我们普军骑兵的境遇，我也无须在此重述前文。其结果是，在普军恢复骑兵监察一职之前，他们在战场上的潜力一直未得到激发。

由于上次战争中暴露的缺陷，我军骑兵遭受了肆意的批判，连最亲密的朋友都会批评他们。然而，如果这场考验提早二十年到来呢？当时，监察还来不及开始着手改革工作。答案不言自明。六十年的负面影响，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抵消。

假设前文的因果逻辑是正确的
[1]

 ，既然双方均使用了现代武器，武器的因素怎么会影响战争？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整个南非战役进行简短的调查，找出人们记忆中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条件。只有在纷杂之中筛选出合适的限制条件，才能正确评估我军士兵的战绩，充分表彰其功绩抑或吸取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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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倒射击的布尔部队




本书关于法国骑兵在俄国战役中的表现的一章中，我简单对比过两次战役的距离，在这里更加深入地进行对比。如果我们将南非地图的描摹放在相同比例尺的欧洲地图上，将金伯利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柯尼斯堡
[2]

 重合，将奥兰治河与普鲁士边界对应，德班
[3]

 落在伦贝格（Lemberg）
[4]

 的正南方，而巴苏陀兰大致对应博布鲁伊斯克
[5]

 的湿地，可以发现从普鲁士边界到莫斯科之间的距离与科尔斯伯格（Colesberg）和科马蒂普特（Komati-Porrt）
[6]

 之间的距离相当接近。想象一下，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边境线上，仅有一个羸弱的步兵师驻扎在艾特屈嫩（Eydtkühnen）
[7]

 ，以及相近的兵力驻守利沃夫，两支部队都没有骑兵，只能从当地极为不满的民众中获取情报，而三分之二的民众都使用无法交流的当地语言。面对六万名哥萨克骑兵，三国同盟的参谋部要花多久才能取得进展？如何才能侵入面前的国家？——相比哥萨克，布尔人在射击和智慧上远远胜出。

经过上述的对比人们才会意识到，我军面临的任务有多么棘手，这从一开始无疑就是不幸的灾难。准确地说，我军的对手是一道由约二十个师构建的骑兵屏障，以及由牛车运输的两个步兵师。

毫不意外，我军若被懂得现代战争理念的敌军骑兵所包围，在六周之内，我军就将被赶入大海。我军自然而然地遭遇了情报不足的问题——情报与机动力的不足导致了战役此后阶段的怪异特征。敌军四处监视我军的动向，我军任何行动都会遭到截击；而战场的艰难地形往往难以展开骑兵行动。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挑选精准射手的呼吁声也就出现了。

这些建议若是可行，则价值无量。然而，大众的呼声是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对策是另一回事。批评者并未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案，他们忘了只有经历战火的磨炼，才能筛选出理想的士兵，散兵在交火之中才能充分展示其能力。

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过家家”，成人可不喜欢“捉迷藏”。我们可以把王国的某些地区夷为平地，改造为不妨碍步枪射程且便于行军的地形，正如征服者威廉开辟了新森林（New Forest）一样。这一措施在当时似乎不得人心，但现在应该获得更多支持。但是，除非允许实弹训练，否则难以在短期内挑选出神射手——在和平时代，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不存在这种人才。

不要异想天开，让我们回到现实，分析在更加公平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情况。

假设骑兵部队数量相近，并在操练中加强了机动性。经过训练后，他们必然会在与马上农夫们的作战中占尽上风。如果两军都骑着驯服的战马，四处侦察截击敌军路线的一方将不再是布尔人，而是我军。这时，布尔人只好下马攻击，而我军占据着隐蔽行动的一切优势——充足的休息，熟悉的活动区域——可以派少数部队与其在正面交战，其他人从侧翼包抄，并俘获辎重车。这样一来，我军就可以依靠布尔人维持补给，一支骑兵部队的推进就能解决补给的困难。

届时，现在叫嚷着骑兵要加强火枪训练的人将明白，微弱的速度优势能阻止目标辎重队逃跑。这让他们开始呼吁加强冲锋和机动性，毕竟在最成功的进军中也会出现战利品从指间溜走的情况。

上述的设想并无夸大，事实证明，在我军的部分骑兵加强机动力后，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自帕尔德山（Paardeberg）一战
[8]

 后，布尔人无法再组织有效的抵抗，亦不可能冒着再次惨败的风险发起反击。而在此时，我军的战马食不果腹，机动性依然不尽人意。那些因战马太慢而错失良机的士兵，在关键时刻多么想要一匹能奔善跑的战马。从已出版的各种战斗的记述中可以发现，并非我军缺乏发现机会的能力，只是以战马的身体状态难以把握机会。如果战马有充足的机动力，我相信战争不会再出现第三阶段，届时将不再有能够继续作战的布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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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非战争，一名英军士兵正在照看精疲力竭的战马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布尔人依然保持着机动力，沉重的火炮和辎重牛车都被丢弃。由于无须再顾及通讯线，他们能够以小队行动，不顾一切地合力袭击我军落单的分遣队。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人迅速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而他们试图采用的正是改革派希望我军放弃的战斗方式。

布尔人不再浪费时间，潜行于山地之间，开始在决定性的距离内大胆地冲锋。如果他们拿到合适的武器并掌握冲锋的技巧，我军的境况会比实际更糟。假设在布拉肯拉赫特（Brakenlaagte）袭击本森的部队使用冷钢刀、长枪或剑向正确的位置冲锋，我军的结局必定远比实际糟糕——而实际情况已经足够糟糕。此外，还有许多能佐证该假设的战例。

机动能力越强，远射和快速开火所带来的优势就越大。各国的工程兵都明白这个道理，其他兵种却大多忽视之。因此，我将用一定的篇幅讨论该观点。

在决定性的时刻，机动性的优势有利于集中优势数量。优势兵力的火力打击距离越远，行动慢的一方越难以判断其对手的优势程度。而无烟火药显然极大地加强了这一优势。

以小规模武装为例，假设一个营奉命守在一个孤立的哨所。在使用前装滑膛枪的时代，不难找到能够射击四百码左右的开阔地形，在半径四百码的圆圈内只能有效地配置两千四百杆步枪。若距离扩大到四千码：在半径四千码的圆圈内足以配置两万四千名步兵。在过去，攻击的发起点局限于距离敌人一百码左右的地方，在更远的距离下火力难以见效。而如今，大炮的有效射程从一千码提升到一万码——根据地形的不同而变化——步枪从约两百码提升到两千码，能够覆盖的火力范围也相应增加。显然，子弹的打击目标越密集，命中率就越是显著增加，越分散则相应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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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拉肯拉赫特，九百名布尔骑马部队在夜袭英军后卫本森所部的两百一十名士兵。人数不利的英军伤亡惨重，本森伤重不治而亡




无论哨所、营地，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据点，都是明显的靶子。单独来袭的散兵很难被发现，因此能够持续打击据点。由于火力集中而产生的烟尘，使攻击方的射程变远，防御方难以瞄准，只好从中心向外无纪律开火——这只能抑制单个目标或群体的火力，而无法影响其他目标。射击频率的提升也利于攻击，进攻方能射出更多的弹药，而且目标明显的大物体会比模糊的小物体承受更多打击。

如果在机动力上占优，我军将受益于以上所有优势，而事实上优势都在对方手中，战争史的每一页都清楚地记载着布尔人的优势。其决定性的优势只有机动性，而非武器。因此而针对我军军官、士兵及武器的诘难是不公正的。如有异议，除非证明我军不懂得把握手中优势——我想这并不容易。

现在我军应全身心地投入到如何将机动性提升至任何条件下的极限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骑马步兵与正统骑兵相比并不占优势。一人一马，在粮食及其他需求上并无差别，不论官方名称如何，其中一支部队舍弃了某个装备，则它在另一部队中也是可抛弃的累赘。培育出优秀的“骑手”——这个词的含义中应该包括“马术”——需要历经数年，耗费于徒步战斗和射击的任何时间都将伤害军队的机动性。有人认为，骑兵与其舞剑弄枪，不如去打靶射击。但是，精准的射击并不能帮助骑兵驾驭坐骑，而操练武器无疑对此大有裨益，它使骑兵的骑座更加稳定；同时也应该锻炼其抬臀起身的力量，以免在起身时影响坐骑的步伐。

我不想把争论推向极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能根据形势所需，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作战的骑兵才堪称“优秀”，换言之就是所谓的“高效能”。经验告诉我们，在机动性上胜过敌军，就无须下马作战；机动性的优越给骑兵带来选择作战场地的自由，从而降低了骑兵对射击技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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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战争中的一名新西兰骑马步兵，英国在战争中动用了庞大的海外资源




原因不仅如此，马背上的每磅负重都会在赛马中产生影响，而在机动行军中亦然。虽然卡宾枪的精度远不如长筒步枪，我还是会选择前者。实际上，步兵使用无烟火药的步枪射击四百轮之后，也称不上可靠的战力。假设骑马步兵每年打靶一千次磨炼射术，而骑兵大概只会练习两百次，他们可能会把更精准的武器带上战场，但由于在操练中以骑术为主，最不擅长射击，在战斗中很可能不会使用火器——请谨记，这点非常重要。

现今有一种谬论：战争中的精准射击源于和平时代的打靶训练，因为射击最为需要在个人难以左右的情况下用意志力掌控身体，而操练的目的正是巩固这种能力，操练场是经验证明的最好学校。无论如何，如果敌方凭借优越的机动力，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逼入难以为继的被动局面中，优秀的射击能力也将无从发挥，这正是布尔战争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1881年的我军在纪律上占尽优势，即便我军的打靶神射手无法胜过布尔人，也是与其旗鼓相当——公认的是，布尔人当时的射击能力远远高于现在。然而，一旦装备步枪的他们包围我军的哨所，除非我军获得增援，不然无论在纪律和射术上有多么优秀，都无法避免投降的结局。

如果依靠细致的马术训练就能得到可以选择战场的机动力，我会毫无怨言地放弃更精准的武器所带来的优势，使对手陷入击敌难度十倍于我军的不利境地。获得这一优势后，我只需要携带半数定额的弹药，从而进一步减轻负重，并且可以携带更重的剑。

就像我说的那样，“机动性”是战争的关键要素，假设某个国家拥有取之不尽的财富、用之不竭的马匹资源，该国从逻辑上讲将会给全军配备坐骑，正如现实中的布尔军队，以及已故的二等巴斯勋爵、皇家工程兵乔治·切斯尼将军发表于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知名论文（再刊行于研究所杂志1900年1月刊）中所主张的那样。但这是我国及任何欧洲国家都难以实现的完美设想。迄今为止，在我国正规军承担的许多“警卫”任务中，骑马部队的表现确实优于非骑马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的军费开支和服役年限下，骑兵部队能保证远远优于步兵的效能，快速移动的骑兵团能比行动缓慢的步兵营更好地维持地区治安——镇压韦洛尔（Vellore）叛乱就是经典的一例
[9]

 。正如上文所述、下文即将证明的那样，骑马任务对于纪律的锻炼远远胜过非骑马的任务，因为纪律本质上基于士兵之间以及士兵与指挥官之间的信任。

只有在危险中士兵才能了解彼此，而骑兵的任务中永远不缺少危险元素。老话重提，即使资历最浅的士兵有时也明白，对中队或连指挥官的信任和即时服从是面临危险时的最佳对策——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在快速行军中，瞬间的犹豫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士兵很快会意识到，所有人的眼睛和耳朵必须保持警觉，才能避免发生踩踏事故。而且，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在一名优秀的军官手下，求知的热情永远不会消减。

在步兵部队之中，对于指挥官的关注没有如此必要。当一名士兵分清左右手的区别，在托枪上肩时不会撞掉战友的头盔之后，他就自以为什么都懂了。新闻报刊也加强了这种错觉，仿佛他们的毕生事业就是削弱士兵对军官的信任，告诉士兵其长官的水平无异于阿猫阿狗。幸运的是，集体精神和传统阻止了这一流行观点彻底变为现实。既存的事实是，在危险出现之前，步兵军官难以维护自身的地位和职权，无法和骑兵军官一样——不仅有能力，也不得不去统领和指挥士兵。指挥官要赢得士兵的尊重，士兵们对他的表现往往是极其挑剔的。

为了获得与骑兵军官同等的关注——换言之，提升自我——步兵军官必须独自在意志力的锻炼上投入双倍的努力，且不会得到额外的回报。如此事倍功半的差事十分无趣，即使是最热忱的军官也会迅速厌倦。

每当操典的内容被删减、训练的项目被减少，士兵和军官就越容易厌倦于看似无意义的机械重复。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能在监察官阅兵的时候短暂地振作起来。

在骑兵部队里，面对更加称职的监察官，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战马会立即暴露他们的状态。因为骑兵的效能更加依赖于指挥官的“指挥艺术”
[10]

 ，骑兵军官往往能达到比步兵军官更高的水准——也更加配得上国家的薪水。

只要研究过德军的骑兵和步兵——尤其是十年前，两者的服役期均为三年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一事实。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步兵的主要兵源——城镇居民——更加机敏。两腿行走的士兵理应比四腿行走的马更易于整齐划一地行动，而且马还要根据背上的骑手用双手和双腿发出的指令行动。但我作为目击者能证明，在操练场上，德国骑兵行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远胜过步兵。我曾经见过由十个战时编制中队组成的旅，全军以分排的数个连纵队快速向侧翼移动，动作无比精准，从纵队的排头到末尾都看不到一丝缝隙。在一系列快步与跑步的队形变换中，中队正面收拢后又展开，随后整支部队改变了方向，我看见他们变换为横队，以密不透光的密集队列发起冲锋。即使在德国皇帝亲临的演习中，我也未曾见过步兵部队有如此表现。

关于德国骑兵在战斗中的稳定性与机动性，只需要参照以下的战斗便能得到证明：8月16日，第六师在勒宗维尔的战斗（已在第十二章中有叙述）；同一天，在伊龙河畔维尔（Ville sur Iron）的高原，第十三枪骑兵团的侧翼中队在“冲锋”号令响起后立即上前迎击敌军；以及8月18日，第四枪骑兵团在罗泽里厄耶（Rozerieuilles）采石场附近的战斗等。事实上，在普法战争中，我发现唯一接近出现恐慌的战例，明显归咎于会战中途赶到前线的一个新兵中队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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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步兵




简而言之，我想要澄清的观点如下：在预算金额和新兵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在和平时代里维持的骑兵和炮兵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保证战争的胜利——没有出色的骑兵搜寻敌军，没有炮兵为进攻铺路，步兵就无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投入战斗。南非的战争足以证明，如果作战计划缺乏可靠情报的支持，最优秀的步兵也一无所用。

世上或许没有步兵能胜过科伦索的我军。然而，倘若削减半数的步兵，代之以战马状态良好、货真价实的骑兵团，布尔人将被迫放弃其据点——正如在帕尔德山会战之后、占领比勒陀利亚之前那样，我们也不会再听到诸如“毛瑟枪的惊人火力”“掩护的必要性”之类的蠢话。

无疑，我主张的这一计划将削弱我军的步兵，我也承认这一弊端。但凡事难以完美，考虑到其他兵种的优势，且指挥官拥有调整命令的权力，他可以根据对步兵能力的预估，确信步兵能承担其任务后再投入战场。若要执行不可能的任务，最优秀的步兵也会迅速四分五裂；而缺乏训练的步兵只要不是天生的懦夫，在连续的胜利后也会迅速成长。

由于南非战争，人们彻底遗忘了优秀指挥官对会战命运的影响力。许多人相信确保胜利的最佳方式是放松纪律，在枪弹交锋之始就让士兵“自由发挥”。他们还幻想这是“战争新形势”的必然结果，却对过去战争的真正形势一无所知。

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代战争的所有发展趋势——若没有这一趋势，则称不上发展——都使得决策权前所未有地集中于指挥官手中。

过去的军队一旦投入进攻，指挥官只有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才能影响战斗，而一颗流弹随时可能将其终结。引进可移动的野战炮后，让用压倒性的火力打击敌军成为可能，但只能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如今，指挥官利用电报、日光反射仪和信号灯，就能一直掌握各个单位的位置。并且由于武器的射程显著提升，只要指挥官保有主动性，就能集中前所未有的压倒性火力打击敌军，在敌军步兵开始发起进攻前，就消灭其胜利的全部可能性。

曾经在重要会战中面对地图作战的指挥官们无疑都会同意以上观点。以滑铁卢之战为例，假设拿破仑能以半小时的频率联络其部下，英军会处于何种境地？反过来，如果威灵顿的骑兵能带给他法军动向的可靠情报，并通过战场电报随时联系布吕歇尔所部，英军又能获得怎样的优势？




[1]
 我找不到用于反驳的历史论据。


[2]
 译注：今加里宁格勒。


[3]
 译注：南非东南部港口城市。


[4]
 译注：今乌克兰利沃夫。


[5]
 译注：白俄罗斯中南部城市，位于第聂伯河支流别列津纳河右岸。


[6]
 译注：科尔斯伯格、科马蒂普特均为南非地名。


[7]
 译注：原属德国东普鲁士地区，现为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东部的车尔尼雪夫斯科耶（Chernyshevskoye）。


[8]
 译注：1900年2月，英军解除金伯利之围，布尔军队与民众在撤退途中被英军骑兵截住。在持续数日的围困和炮击后，四千余名布尔人最终被迫投降。又称“马山会战”。


[9]
 有关吉莱斯皮当机立断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第十九骠骑兵团团史》。（译者按：1806年7月10日，驻守在韦洛尔的第六十九步兵团中的印度兵在夜间哗变并几近控制该城，得知消息的吉莱斯皮火速率领第十九轻龙骑兵团从二十六英里外的阿尔果德赶来，并成功地在当天镇压了叛乱。第十九轻龙骑兵团在1821年解散，其荣誉由1862年组建的第十九骠骑兵团继承。）


[10]
 如果指挥官缺乏战术素养，对待士兵缺乏热情，或者做出让整个中队不满的事，就会失去队内的威望。即使士兵搞砸了整体表现，也不怕受到个人惩罚。


[11]
 发生于8月18日的格拉沃洛特。关于这一战例和第四枪骑兵团的战斗，可参见赫尼希的《毛奇战略的24小时》。






第十六章


长途骑马

在布尔战争停火的几周之内，毫无头脑的英国人在未来的领袖——新闻媒体的统治之下，将对战局的不满情绪几乎都发泄在骑马部队拙劣的机动能力上。有趣的是，在我军士兵表现拙劣的机动性领域，一些法国和比利时军官进行的热心尝试，竟然也在我们的媒体领袖和报刊头条的号召下遭到抨击和声讨。

比利时的这场比赛由于相关资料极其不完整，我们难以准确判断其中的残忍行为是否可以避免
[1]

 。但至少有一点显然能质疑大众的观点：从常识上来说，若没有相当的经济激励，理性尚存者不会把价值两百吉尼的马匹骑至累死。说白了，这“不划算”。考虑到比利时人的性格特点，他们不太可能遗忘这一点。根据已出版的叙述资料，人们可以确信新闻记者及某些军事作家愚蠢透顶，而这些人在过去二十年鼓吹的骑兵发展路线，恰好是当时对英国人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

大约三十年前，普鲁士骑兵曾试图复活上世纪的骑兵战术。他们的军队前方密布着巡逻骑兵构成的移动屏障，延展宽度达到两百英里，在前方四五十英里处为主力部队开道。

阻拦进军的法国骑兵完全不值一提，德国骑兵长驱直入，在叹为观止的急速推进的迷惑下，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其战绩无可挑剔。然而，研读过历史战役的老练骑兵军官都清楚士兵和战马经过充分训练后的潜力，文明的传播已彻底削弱了骑兵效能的驱动力——对于马的深入了解——及其在军队上下的影响力。养马民族天生就了解马，在他们生活的地区，马匹的价值并未下降得如此严重。

“把一个裁缝放在马背上，给他一杆长矛，再给他三年时间也变不成‘枪骑兵’，依然只是拿着长矛的裁缝。”三十年前的一位权威作者如是写道。这番话意味深长，讲的远不止是武器的事。

德国骑兵外强中干的缺点没有暴露，显然是因为缺乏强敌的缘故。但在未来的战役中，无法确定会遭遇怎样的敌人，因此他们投身于工作中，试图通过实验找到办法弥补天生直觉不足的缺点。

这就是德国举办长途赛马的原因。军用马和狩猎马所执行的命令显然有本质的不同。在狩猎中，持续的压力是短暂的，猎手并没有坚持下去的义务，可以随心所欲地停止奔跑。而在军队中，压力可能会持续两三天，士兵在马背上随时准备生死相搏，他们肩上的责任关乎千万人的性命，甚至是一个帝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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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年柏林－维也纳竞赛优胜者冯·赖岑施泰因男爵




大约十五年后，长途赛马在1892年的柏林—维也纳竞赛中达到高潮，为学界专家以外的人们展现了其难以想象的机动力。德国人分外的努力树立了马匹训练方法的典范，并使后者被引入欧洲各国骑兵的训练和教学中。但只有在我国，引进此类比赛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赛马骑手不感兴趣，因为“看不到赚头”；极其可笑的人道主义者愚昧地表达反对，浑然不知对这类事务的忽视在未来几年内将以鲜血和加征税款的形式偿还。

接下来我将总结冯·赖岑施泰因——来自普鲁士的获胜者——的叙述，对于真正的爱马人和骑手而言，这篇文章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观点，其较长的篇幅或许不会被读者介意。

在开始叙述前，他首先阐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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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年柏林—维也纳竞赛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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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岑施泰因在比赛中所骑的利普施普灵格






在每次秋季演习（更不用说实际的战争）中，都会出现连续两次且每次持续三天两夜的露营，此时马匹几乎没有机会休息——特别是前哨和警戒部队——并且全程背负着全套行军装备（平均有十八石六磅重）。由此可知，马匹确实有能力在休息较少的情况下坚持下来。问题在于在这段时间内，一匹负重轻便的合适坐骑能行进多少距离？怎样的步频可以行进最远？我们知道，与兴奋状态下的急速运动相比，匀速运动对马匹胃神经——消化动力——的刺激更轻。因此，要在一定时间内尽可能行进最长的距离，应当尽量保持均匀稳定的步伐，并且缩短每次休息的时间。间歇的加速和长时间的休息只会导致马匹的肌肉僵硬。




找到一匹适合的马是最大的难题。赖岑施泰因想要一匹纯种猎马，听说在比利时根特有这样一匹马后，他就立刻动身去察看。那正是他想要的——一匹十五点三掌高的纯种母马，肩胛宽阔，背脊紧致，后肢健壮。不巧的是，马正在犯背疼，而距离参赛马匹的报名期限只剩一天，赖岑施泰因决定选了她。他以八十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匹家族谱系不详的十岁母马，并为她取名为“利普施普灵格”（Lippspringe），那是他卫戍区附近某村庄的名字。随后他查到了这匹马的出身，在英国良种马登记簿（English Stud Book）中，以“奥特申”（Otation）
[2]

 的名字被登记。这匹棕色的母马生于1882年，父母分别是“陨铁”（Siderolite）和“回旋”（Gyration）。她过去属于一名英国军官，后来被卖到塔特索尔拍卖行，并在三年前被运送到比利时。

如果可以查清楚当时转卖的价格与曾经的主人，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由于赖岑施泰因不想在演习期间请假，所有训练和准备都是在行军中完成的。

母马在9月3日抵达新营地，赖岑施泰因很快发现她不喜欢刷毛，并且在马厩里经常不安分。



我一度极其担心她异常低廉的价格，怀疑她会以某种方式惊吓到我，但这个发现让我松了一口气。平常刷毛的时候，我改用温水梳洗，再用毛巾擦干。她因此得到了安抚，很快变得十分温顺。从这段时间起，我几乎从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亲自给她喂食，并利用空余时间研究她的性格。大约过了十四天，我们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好，即使在黑暗的环境里，她也会像一条狗似的跟在我身后。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我从不用笼头牵引，而是任由其慢步或跑步，在快步下坡时抓她的鬃毛。




由于坐骑背疼，赖岑施泰因使用了贴合背脊的军用马鞍，且不叠加垫毯。病痛处承受的压力因而缓解，在汞软膏的治疗下，三周内马就痊愈了。

如何钉蹄铁的问题令人担忧，在山地崎岖的道路上，马匹蹄叉受伤的风险非常大。他决定在马蹄铁下垫一块皮革，在皮革与蹄叉之间填充涂有焦油的短麻屑。母马的蹄子没有灼伤，但在几天之后，前蹄有些发软，过了一两天有所好转，可是没有彻底恢复正常。不过，赖岑施泰因决定，在见到柏林的权威兽医之前，不再改换蹄铁。

他没有专门制订马匹增肌的计划，而是骑这匹马随军行动数日，每天下午让她在崎岖的路上行进几小时，并努力调整其头部位置和平衡感。他试着根据马匹的状态设定了每四分钟一千一百码的均速——时速未达十英里——马匹以这一速度跑完二十英里，并没有在中途减速慢行。

正常情况下，快步的速度还要更快。如果放任这匹马自由行动，她在两分半内就能行进一千一百码。但就长途跋涉的目标而言，这样的速度过快了——马的心肺无法长时间承受其压力。赖岑施泰因反复强调这一点：要在长途竞赛中取得最佳结果，保护马匹的内脏器官至关重要。他认为，对于这项原则的忽视是造成马匹腹绞痛而死的主要原因。

在两次休息之间骑得太快的骑手，只从体表判断马匹的温度，导致马匹没有充分的时间让内脏降温、进水和摄食。但关键在于，要让血管与神经逐渐从运动中充血和紧张的状态恢复正常，这是马匹自身难以判断的。赖岑施泰因指出：“在长途跋涉后暂停并摄取必需的食物，在路程虽远但无需休息的情况下进食，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因为无法忍受长时间跋涉而加快速度，在停下休息时就需要更长的降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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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岑施泰因在柏林骑马




在大英帝国的义勇骑兵，甚至正规骑兵里，有多少人在南非战场上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就能避免数以千计的马匹损失！

赖岑施泰因与他的马成为朋友后，进行了长途跋涉一百二十五英里的试验。

他在早晨8点出发，行进三十五英里后，喂了马匹少量的面包和温水。继续行进四十英里后，休息三个小时并给马喂食了燕麦。最终在夜间跑完了最后五十英里，于凌晨3点返回营地。当天下午，他又牵出这匹母马，骑着她行进三十英里，发现马匹精神和身体状态依然出色，胃口极佳。

这次试验让赖岑施泰因感到满意，在剩余的时间里，他继续给马喂食并保持其状态。这匹母马每天摄入二十四磅掺有麸皮和豆子的燕麦，以及用碎燕麦、玉米和鸡蛋制作的面包。

9月24日，他们动身前往柏林。次日早晨，运送马匹的拖车在调转方向时撞上了停车站，母马猛烈地碰撞到了格形厩的一侧，在前额造成了严重的皮肉伤。虽然没有造成残疾，但她在当天下午拒绝进食，外科兽医确诊为轻微脑震荡导致的头痛。这时，距离比赛开始仅有四天。幸而母马及时痊愈，但这场意外无疑影响了获胜的机会。

同时，在咨询外科兽医的建议后，他们取下了马蹄铁，发现沙尘和泥土已经渗入皮革，形成了一块硬泥饼，这也是马匹前蹄发软的原因。母马被重新钉上普通形状的低碳钢制蹄铁，新的蹄铁效果良好。值得一提的是，后蹄铁的磨损比前蹄铁严重得多，很可能是因为马匹在疲累时会无意识地拖曳后腿。

令人好奇的是，赖岑施泰因没有公布自己的体重和负重。从他的体态来看，加上没有垫毯和鞍褥的匈牙利式轻便马鞍，估计有十二石重。但他没有具体写出，我的记忆也有点模糊。如果使用铝制的马镫，几乎能减轻两磅的重量。

右侧马镫的弹簧上挂了一盏自行车用灯，用来防止夜间碰撞，实际效果非常好。马笼头是普通的军用式——较我军的装备轻一些——并设置了挂口衔的钩子以节省喂食的时间。马鞍上放置一个小干粮袋和两个蹄铁匣。干粮袋内有两磅碎燕麦面包、一扁袋白兰地、一些卡尔斯泉盐、用于绷带的水杨酸棉、纱布绷带、胶棉、一小块动物油脂以及防腐用的水杨酸粉末。卡尔斯泉盐的作用是帮助消化，每次喂食时都要让马匹摄入。

蹄铁匣里除了两副备用蹄铁，还有一把小锤子和一把扳手——赖岑施泰因学过蹄铁匠的课程，是钉马蹄铁的一把好手。幸亏如此，在比赛的第二天晚上，这番本事就派上了用场。他还带了一小块海绵，用于清洗马的鼻孔，以及给其头部降温。他一直将马刺拴在鞍上，直到最后十五英里才使用，并且没有携带马鞭。马的后腿被刷出两圈颜色不同的毛发，在其边缘绑上光滑的皮革，以防颜色被覆盖。

他没有提前委派马夫，而是根据马的状态自行调节休息时间。

由于缺乏时间，赖岑施泰因没能够提前探路，只能研究参谋地图。他承认对于道路的坡度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毕竟万分之一的地图比例尺
[3]

 实在太小了。

由于马遭遇的意外，他在最后时刻调整了计划，因而在比赛中损失了一些时间。在山地中的跋涉也花费了较多时间，如果他对地形更加了解，本可以节省一个半小时。陪同他比赛的是一名来自柏林的自行车手，负责在他到达之前打点当地人；事实证明，其协助是卓有成效的。

10月3日早晨8点50分，赖岑施泰因开始比赛。一路上畅通无阻，他只在沿途一两个正在铺路的村庄遇到了阻碍。在这些道路上，他下马行走并不牵缰绳，让马跟在他身后。中午12点25分，他抵达五十二公里（三十一英里）之外的巴鲁特（Baruth）
[4]

 。自行车手已经提前赶到，为马匹购买了温水和燕麦片。

再度出发前的十分钟，赖岑施泰因去安抚母马，发现她没有任何疲惫的迹象，呼吸相当平稳。在马喝下燕麦粥后，他们启程前往距起点一百公里（六十一英里）的卡兰（Kalan）
[5]

 。慢步走完最后两英里后，他们于下午4点45分抵达该地。马匹又喝了燕麦粥，吃了一些草料。赖岑施泰因本人则喝茶，吃下了两个打散的鸡蛋。

下午6点，他再次上马启程，于夜间10点45分抵达距起点一百四十公里的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
[6]

 。在抵达之前因数英里长的陡峭地形而耽搁了一些时间。在该地，他仅下马十分钟，洗净母马的鼻孔后立刻出发，于次日凌晨2点30分抵达距起点一百七十六公里的小韦尔卡（Klein Welka）。母马的精神仍然不错，似乎还能再跑两个小时。但由于比赛之前的意外，赖岑施泰因在制订计划时放弃了继续前进，并已经安排马夫在此碰头，故只好暂时止步。

随后，母马得到温水的清洗，擦干身体之后被涂抹了天然擦剂——未提及其成分。

她的精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喝下一些燕麦粥后，又吃下十四磅掺有卡尔斯泉盐的燕麦；腿上缠绕着湿羊毛绷带，蹄子由浸湿的毡毯降温。赖岑施泰因给自己的腿部进行了充分的按摩并涂抹了擦剂，然后吃了一顿便餐，醒着休息了两个小时。他于三个小时后的清晨5点40分骑马出发。母马虽然已经跋涉两百公里（约合一百二十五英里），但仍保持着极佳的状态。

不久，他进入了多山的地区，由于地形陡峭，自行车手无法继续前进，于是乘坐火车绕过该地，准备在前方与他碰头。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赖岑施泰因进入了地形崎岖的地带，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翻山越岭时，他极难调节马匹步伐的节奏。快步上坡、慢步下坡，或者反过来，都会耽误时间。他发现应该根据马的“感觉”判断，不论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感到马匹的背肌松弛、后躯拖沓就立即下马，与其并排跑步或走路。在长途跋涉中，这部分肌肉以及脊柱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关键的。即使腰腿仍有力气，要是背部疲乏，后腿的推动力就难以充分传导至前腿；当前后腿之间的力无法传导时，马匹只能靠前腿拖拽自己前进了。

他于下午4点30分抵达魏斯瓦瑟（Weißwasser），在历时三十一小时四十分钟、行进二百七十一公里之后，其坐骑精神依然不错。休息一个小时后，他启程前往宁布尔克（Nimburg）
[7]

 ，并于晚间11点抵达。马匹喝下燕麦粥，他本人喝了一杯茶，随后取道纽科林（New Kolin）向恰斯拉夫（Czaslau）
[8]

 进发；这时路况开始变差，在进入易北河谷后，又遭遇了浓雾天气。凌晨2点，抵达纽科林，考虑到浓雾天气，本来应该停留在此休息几个小时。但由于赛前计划的变更，赖岑施泰因的马夫没有被派到这里，而是在恰斯拉夫等候，这让他决定继续前进。路况非常差，路面上遍布着车辙印和碎石，母马开始磕磕绊绊，弄丢了后腿的一块蹄铁（他用十分钟换上了新的），他只好牵着她走过大部分路段，直到清晨6点才抵达距纽科林十九公里的恰斯拉夫，严重拖慢了平均速度。因此，他将停留在此的时间由三个小时减少为两个小时，并给马喂了十二磅燕麦，用在小韦尔卡同样的方法为她梳洗毛发，他本人享用了茶和鸡蛋，顺便研究地图。他的双脚开始肿胀，但不敢脱下靴子，害怕脚肿得无法再穿进去。

早晨8点，他再次出发。母马已经行进了三百九十公里（约合二百五十英里），仍然精神抖擞、躯体强健有力。途经德意志布罗德（Deutschbrod）的时候，他结识了柯尼希斯马克伯爵中尉与冯·弗斯特上尉。这两人比他早出发两个小时，目前领先一个小时。下午1点25分，他抵达距起点四百十五公里的伊格劳（Iglau），在此停留了十五分钟，给马匹喂了一桶燕麦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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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参赛者米克勒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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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米克勒纪录的斯塔伦贝格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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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4日清晨，人们欢迎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参赛者




赖岑施泰因在此处得知，他所知的奥地利中尉米克勒（Mikloe）保持的纪录已经被斯塔伦贝格伯爵（Graf Staremberg）打破。这个情报是相当重要的，从这时候起，身在维也纳的德国军事专员开始写信告知他奥地利选手的动向，这是此前没有的情况。伊格劳之后的道路并无变化，地形非常陡峭，他只好不断下来牵着马走。一阵冷风刮起，黑夜开始降临，他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从身后传来，冯·弗斯特和柯尼希斯马克伯爵赶上了他：此前，当两人在一个村庄里休息时，他抄小路绕过了该村。他们已经连续一百二十七公里没有进行长时间休息，打算在梅里施布德维茨（Mährisch Budwitz）休整一番。由于他们的马匹露出疲态，赖岑施泰因建议三人一同继续前进——在马过度疲惫时，长时间休息是很危险的。



马越疲惫，越有必要持续前进，同时缩短休息时间，避免肌肉僵硬。其他两人同意了，但到达下一个旅店后，我们决定让自己和坐骑用一餐。我把母马留给自行车手照看，走进旅店吃饭。我从当日8点起就滴水未进，过去四十八个小时只有茶和鸡蛋下肚。忽然，我听到外面传来咳嗽的声音，急忙赶出去，发现我的马在咳嗽，浓白的泡沫正涌出她的鼻孔。“怎么回事？”我向自行车手说。“没什么，”他回答，“她吃了些草料，看上去还是口渴，我又喂了她一些水。”当时正刮着冷风，不知道是母马受了风寒，还是自行车手粗心地喂给她太多冷水。在此之前，我从没让马离开视线，可是在最需要加倍谨慎的时候，却犯了糊涂。唯一的对策是立即骑上马，让她的身体热起来。我洗净她的嘴巴和鼻孔，再次上马出发。然而，她仍然在咳嗽，我一度以为撑不下去，下马向弗斯特表示放弃，请求他先继续前进。我牵着马走了一会儿后，她的咳嗽停止了，也不再吐涎沫。于是我再次上马，半小时之内，她就恢复了以往的强健。



路况仍然非常糟糕，在梅里施布德维茨附近，柯尼希斯马克伯爵的马被成堆的铺路石绊倒，两个膝盖受伤了。在赶上他时，我留下了自己的绷带用品，并和弗斯特继续前进。午夜12点15分，我们抵达茨纳伊姆（Znaim）。我已经记不清过去四个小时所发生的事：由于害怕摔下马，我在黑暗中费力地睁大眼睛。为了预防坐骑绊倒所导致的危险，我尽力保持重心靠后；我感到头晕目眩，腰胯部剧烈疼痛。奥地利的军官们在茨纳伊姆迎接我们。温热的燕麦粥已经为马匹准备好。我喝水进食，并将一定量的浸白兰地的面包喂给马。十五分钟后我们再次出发，只要在八小时内跑完八十公里（五十二英里）就能打破纪录。马仍然精力充沛，我满怀信心。



夜色渐深，雾气渐浓，即使点着灯也很难看清。



数不清的车辙印导致道路起伏不平，母马开始跌跌撞撞，幸亏她肩胛壮硕，才没有摔倒。



我仔细地研究过茨纳伊姆的地图，确定只要沿着公路就不会走错。不幸的是，地图出错了，图中没有画出格伦德（Grund）村的一条弯曲的小岔路。我们在浓雾中走了错误的一边，更加倒霉的是，在这两条岔路上，沿途村庄的间隔距离恰好相同。



没有可以问路的人。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我和自行车手走错了路。在一个陡峭的斜坡前，我从马上下来，忽然感到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正巧边上有一间房子，我在屋里用冷水浇了脑袋后，准备再次上路，并询问主人此处的位置，这时才知道走错了路。本以为距离终点只有十九公里，实际上还有三十九公里。这一发现让我清醒过来，手表显示当时是清晨5点50分。要打破斯塔伦贝格伯爵的纪录只剩下两个小时，一刻也不能浪费。我告别了弗斯特，冲进浓雾之中。这时，我想起我的兄弟告诉过我的一条捷径，只要找到这条路，还有获胜的机会。如果雾气能散去，一切都会扭转。抱着乐观的心情，我改变了方向。为了缩短行进距离，我只好骑马穿越原野。地面相当松软，马匹必须跑步前进，快步前进容易使马蹄陷入地面。雾气依然没有散去，我迷失了方向，还不幸遭遇了一条无法渡过的磨坊水渠。胜利的机会逐渐流失，我浪费了三十五分钟才回到公路上。在最后停留的村庄里，我给母马喂了温水和最后一块浸白兰地的面包，并系上了马刺。短暂的休息已经导致母马的肌肉僵硬，她的脚步开始蹒跚。继续前进是最后的希望。我再次骑上马，哄着她以快步出发，用马刺使她保持前进。我们完成了最后七英里的赛程，抵达弗洛里斯多夫（Florisdorf）
[9]

 。



在此时，她的意志力与血统起了决定性作用。低贱的牲畜或许会拒绝再向前迈一步，但她似乎感受到胜利的尊严，以最后的努力打起了精神。拍摄于穿过终点瞬间的照片显示：她昂首抬头，步伐一如既往的稳健。完成比赛的三分钟之后，母马精疲力竭地倒在路上，几个小时都无法动弹。她在下午被带回到马厩里。当天晚上，她吃了些萝卜和燕麦，到第二天似乎恢复迅速。但在次日夜间，由于肺炎导致的发热症状，这匹不幸的马死去了。



她在前一天夜里开始咳嗽，这无疑就是肺炎的前兆。由于我在路上犯的错误，造成她过度疲惫，无力及时回到马厩里躲避冷风。



在七十三小时又六分钟的时间里，包括走错的路段在内，这匹母马总共跋涉五百九十七公里（三百八十八英里），其中三分之二是山地之间状况糟糕的路段。在这段时间内，她仅休息八个小时，被喂食两次、每次十四磅燕麦。只要条件允许，还会喝些燕麦粥。抵达梅里施布德维茨之前，马匹一直以快步前进，步伐均匀稳定。在此之后，由于训练不足，她的左后蹄开始摩擦地面，导致在行进中左前蹄和右后蹄的动作有些脱节。




以上摘录的文章，对普通的骑手来说或许鲜有启发。在这类人看来，马匹仅是移动的工具，与自行车相比，它唯一的优势是能跃过障碍物；但对骑兵而言，这是一份细致的研究，显露出作者对马科动物的精通，并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

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我军的每个骑兵团内都有一名如此渊博的军官，并且由其专门监督士兵与马匹的训练，或许在上次战争过后的五年之内，我军骑兵的实力就能翻倍，并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难以估量的成果。

总而言之，如果士兵能够掌握以上引文的全部重点，在驾驭马匹时就能事半功倍。与原先相比，消耗相同的精力就可完成双倍的工作，或是完成相同的工作只需一半的精力。

如果约翰·弗兰奇爵士将军在解围金伯利及其后续的作战中拥有这种素质的骑兵，想必布尔人会在从布隆方丹到比勒陀利亚的追击之中被彻底摧毁，此后的游击战只需少量的机动警力即可应对，从而节省一亿英镑的开支，挽回八千名士兵的生命——若马匹死于训练称得上残忍，那这种残忍行为的回报并不坏。

人们应该都会认同：与其牺牲多人，不如牺牲一人；与其牺牲一人，不如牺牲一匹马。进行实验性的训练或许会在十年间损失大约一百匹马，但回报就是能在战争中把成千上万的士兵从难辞其咎的无知中拯救出来。在这次的战事中，我军的无知仅仅造成一亿英镑和数千条性命的损失，而距下一次紧急的战况出现还有多远？比如说，决定整个帝国命运的、从坎大哈到赫拉特之间的生死行军。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正是我在此长篇大论的原因。




[1]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以后，《美国骑兵协会杂志》于1903年4月刊载了有关这场竞赛的详细叙述文章，并彻底反驳了关于残忍行为的指控。


[2]
 疑为“旋转”（Rotaion），但难以查证。


[3]
 约合每英尺一又三分之二英里。


[4]
 译注：德国勃兰登堡州市镇。


[5]
 译注：此处疑为作者笔误，应该是“Calau”（卡劳），德国勃兰登堡州市镇。


[6]
 译注：德国萨克森州市镇。


[7]
 译注：捷克市镇，目前为布拉格大都会区的一部分。


[8]
 译注：捷克中部市镇。


[9]
 译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区。






附录


一些军事条例及注释

塔尔博特文件集

第二百四十三条（塔尔博特文件集，卷五，161页）

写给副郡督们
[1]



在3月26日之前，他们（指副郡督）应当广泛召集并查看郡内十六岁以上的适龄男子；对这些人他应当极其注意，做好完整的档册，有需要之时，郡督可以随时征召以供指挥与调遣。

给所有的部队、郡里无论私人或公共的武器战具做好完整的档册；这个档册最好能显示出若有需要，郡里有多少士兵能得到供应并武装起来，其水平要在一般的民兵连（trained bands）之上。

对火药、火柴与子弹仓库的供给与保养做仔细地观察，这些存储被指定分配到郡里的特定地方，以备射击的不时之需。

出于类似的缘由，应号召队长仔细查看民兵的盔甲与战具是否保存得恰当；无论他们何时被召唤，应处于就绪状态。

已加入任何队长的民兵连的士兵，即使是贵族的家臣或为其提供服务，也不能免除其兵役职责，除非他已担任贵族的家事工（household servant）。

任何负有贵族家臣之责的人，不应免除其征召或兵役的义务，除非他是贵族的家事工、管家或园工。

鉴于女王陛下的许多侍从和伦敦的各种商人——他们拥有房产和农场——在自己的郡常常拒绝上缴这一区域的税款……郡督因而下令除了高级教士和上院的议员外没人能免于任何义务：包括为了筹建部队用的赋税，武器的维护，以及国内许多相似的公共命令与服务。但是这些被免于责任的人，和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时不时地掏钱来支付公共开支。而这笔费用将根据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无论是领主还是侍从——在所有的小镇和教区，平等地加于他们所有人之上。为了集体的好处，这是他们理所当然要做的，对他们自己也有益。

枪骑兵和轻骑兵的队长应该时不时遵循详细的指令，每三个月至少一次，检阅和召集自己的人马。他们应该确保部队状态良好，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在每次执行相同的检阅时，他们应当尽量给国家减少费用上的负担，并避免可能的麻烦。做到这点的最好办法是把部队分成小股人马，在郡里的不同地点集结，骑兵去往集结点的距离不应超过六到七英里。

所有的骑兵及民兵连里的射手，如果缺乏军大衣，应该立即补上。

你应当遵守命令，给所有的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
[2]

 ，和其他显贵之人，配备一名骑马侍从（petronel）。骑马侍从应有单色的军大衣和其他战具。他们陪伴大人们参与郡督的各种检阅，或听郡督之令作其他用途。

你应当给出明确的命令，那些在郡内负责看管装备或武器的人，在检阅或训练的日子里，或有女王陛下的其他仪式时，在队长和其他军官的提醒下，应当迅速把它们递交给每名士兵。这些武器和装备应当整齐划一，受到良好的维护，士兵应有正规、合适与干净的着装。若有拖欠，责任人不仅要进行财务上的赔偿，还应当在郡督和两名副郡督的裁决下接受刑罚。

（对于郡内的民兵连来说，武器、护甲及其他装备应当得到更好地保存与管理，确保它们能随时派上用场）每个民兵连里的士官，和武装部队里的二十夫长
[3]

 ，应该从他们的队长那里拿到清单，清单上列有为每个分营的士兵管理盔甲、战具等，或者管理公用武器、战甲的责任人和其地址。每隔六周，他们应当检阅并考查这些装备是否被清晰有序地维护。如果发现有任何部分损坏，他们要迅速命令责任人在一天之内进行修补。如未能照命令修补，军官应立即通知他的队长，队长再把情况反映给一位副郡督，再由他们发布适当的命令。作为对士兵们勤奋工作的回报，士官应每年给民兵连的每名士兵发饷三便士，武装部队的二十夫长也应给予士兵同样的报酬，无论是长枪兵还是钩刀手。这些军饷应由每个小镇的治安官搜集，作为小镇整体摊派的一部分。搜集上来的饷钱应被分为四部分，按照四季发放。如果任何士官或二十夫长被发现拖欠或忘发饷钱，那他要立刻离任；根据郡督或他的两名副手的裁断，责任人还有可能面临二十天的监禁，无法保释。

所有的骑兵，其战具在每名士官的管理下，应当被安全存放在一起。在一位或两位副郡督的指示下，要么放在那个分营最富有的居民那里，要么根据情况放在其他地方。

确保反复维护、修理信标，以备不时之需。

写给队长们

队长们必须确保在必要的岗位和军职上有足够的担当。这些人必须虔诚、诚实并善于交际。

在挑选能干、合适的人作为士兵时，应该格外的细心。确保他们的体质可以负担武器、战甲。

在招募完毕，确保每人都分到合适的武器、战具后，队长们应制订一个完整的名单，上面记载着所有在职军官和士兵们的名字、住址，以及他们装备的提供状况。名单应送给副郡督，这样副郡督就能依此制作一个完整的名簿，并呈给郡督。

在所有的士兵入伍后，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或变更其在小镇或教区登记的住处，除非是在清闲的时候，并有合适的理由向队长解释。队长再把情况报告给一位副郡督（副郡督在这一事务上有决定权，如果同意，队长会马上接到指令，对改变住处的士兵的装备补给做出有效调整）。若未经允许擅自改变住处，根据两位副郡督的决断，责任人有可能面临二十天的监禁，无法保释。

根据女王陛下枢密院之前的指令，最富名望与财富的家族的佃农与侍从，应当入伍并登记为士兵。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女王陛下的臣民，有责任服役，还因为他们能自负开销，减轻国家负担。但根据近日在提伯利城（Tilbury）的经验来看，这种做法带来的益处实则微乎其微。这些富人虽然曾经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土地上的收成却日益降低；因为佃农的消失，荒地得不到围垦，他们损失了大量的玉米和干草（与其他事相比，此事对国家经济尤其不利）。因而郡督据此同意，如果对军役没有损害，这类人可以免除服役。迄今为止被征召，或者将来会被征召的富家佃农，可以用他们的儿子，或者其他符合条件者替代自己的位置（如果郡督同意的话），并随时准备为女王陛下服务。如果没有替代人选，则只能自己填上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来自一位或两位副郡督的特别指示，所有队长、小队长或下级军官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调整或调任民兵连里的任何士兵。

如果没有郡督、副郡督或两位副郡督的许可证，任何队长不允许离开郡内。在离开期间，他应布置足够的副手来顶替自己的职责，并由郡督、副郡督，或两位副郡督批准。

写给士兵们

在每场检阅和训练，或者女王陛下的其他军事场合中，每名入伍的士兵根据其队长的指令，在治安官或其他军官的领导下，应前往其居住地。在那里，他取得用来穿用的盔甲和武器，也就是其私人的武装。或者说他们可以去公用武装的保管地，在那里，他们有序地装备自己，并迅速回到集结点，受军官或治安官的指挥。接着他们便全副武装的前往检阅或其他活动。当检阅结束时，每个人应当有序、安静地返回他们之前拿到盔甲、战具的地方，并返还装备，不得对其进行有意地损害。冒犯者将在郡督和他的两名副手的裁决下被严惩。

迄今为止的所有训练和检阅中，都有士兵无组织、无纪律地拒绝从小镇里的居住地穿戴或搬运他们的盔甲或其他战具。因此治安官、其他人和装备的所有者不得不用手推车来运载这些装备，或者堆在马鞍上。这种行为对士兵来说是非常不适宜的，许多盔甲在运转中因为磨损和折断而无法再使用。据此下令，检阅和训练中的每名士兵，在原有的饷钱上，每天再加上八便士。每穿戴、搬运盔甲、武器或其他战具一英里，就给一便士饷钱，总计不会超过六英里。如果有任何人拒绝穿戴或搬运装备，那犯事者不仅失去所有饷钱，同时还要被监禁四天，无法保释或开释。

写给检阅官

在郡督或他的副官的指示下，检阅官应该参加检阅，勤勉仔细地观看并考察每名队长的民兵连士兵。检查他们的盔甲、武器和其他战具，判断它们在各个方面是否合格、合身，可堪使用。如果他发现任何错误，应马上告知一位副郡督，让副郡督能及时下达命令，纠正错误。

在他严整检阅士兵，并有序地查看他们的盔甲后，他应当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军役事务上协助队长，抓紧训练和指导士兵。

W.伯利

1589年3月10日于格林尼治

步兵条令

第二百九十条（塔尔博特文件集，卷一，295页）

注明，“来自贵族们的指示，有关如何有序地检阅和训练德比（Derby）的士兵”

对于分营来说，在训练中有三件事需要注意：第一，武器的携带与运用；第二，行军与机动；第三，了解军鼓的声响，命令的话语，以及如何通过鼓声和指挥官的指示来移动，并遵令行动。

必须确保被携带的武装在外观和功能上都可以使用。使用长矛无非是两种情况：抵挡进攻和发起进攻。在第一种情况中，士兵要学会如何对抗马匹；在第二种情况中，他们要学会如何应付敌人的长矛。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让全军所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整齐划一地统一进攻。

在教导如何使用火枪时，士兵必须学会怎么端正枪支，使准心水平；他同时也要了解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配合整个队伍进行齐射。教习火枪是一个连里士官的责任，他们不仅要告诉士兵如何运用这一武器，还要在实战中领导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士官就负最高领导之责。

在齐射练习时，最忌讳的便是过时、粗放的纪律（也就是说整个营或骑兵连在同一时间一起射击，前排后排都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最后排的士兵会不小心打爆前排战友的脑袋，要么便会浪费大量子弹，因而得不偿失。更何况，一旦齐射打出，敌人便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比起让所有人同时射击，结果只造成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更好的做法是只让第一排发出齐射，如果整个营开动的话，已射击的那一排站定，第二排穿过第一排，给出他们的齐射，然后站定。接着第三排再上来，循环往复，直到所有排都射击为止。如果营不开动，那么已射击的第一排则后退，第二排顶替他们的位置，发出齐射，接着第三排和第四排再上前，直到原先的第一排变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变成了新的第一排为止，如此则火力不断，给敌人造成极大困扰。这些行动并不是十分困难，如果你能提前让士兵打开列与列间的空隙。

关于行军的教习，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愿意仔细观察行与列的变化，那么平原上的行军就没有什么难度。反方向的行军也是同理，只要每列的领导人都很能干，并且每名士兵都仔细观察前面那个人的行动。假使阵型发生了一点小混乱，军官只需认真查看，让每个人重归适当的位置，就能轻易重整队伍。

至于军官们的位置，上尉应该站在最前方，而中尉应当站在最后方（在撤退的时候则是上尉作为后卫，而中尉作为前锋）。士官则站在两边，上上下下地走，确保行伍的秩序。

对于机动的教学是附加于行军之后的，因为许多机动完全不需要行军。有一些机动不用改换位置，只要求所有人转向右手边，或者左手边，或倒转，也就是转向面朝方向相反的地方。如果敌人向两边或后方进攻，这种机动是必需的。其他一些机动需要改换位置，但只是从一排换到另一排，而且通常只需要一部分人移动，而另一部分人站定。这种机动通常是用来让行伍的排数翻倍，或者列数翻倍。因为有时候敌人的行动，或者地形的原因，会让我们的侧翼或前排变宽、变窄一些。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种机动，需要所有人都改换位置，但却不需要行军。也就是列的开放或关闭。我们不仅在一排士兵穿过另一排士兵，或者反向行军时需要用到这种机动，在快速重整队伍时，也需要用到。

在教导士兵去理解击鼓鸣金时，我们不仅要让他们观察鼓手的行动，也要让他们注意鼓声的频率，因为士兵的行军快慢会据此有所变化。鼓声是用来指导士兵行军用的，至于口头命令，则用来指导其他机动。为了让部队能达成完美的机动，最好把它们与特定的名词联系起来，一旦熟悉，便很难忘却。在指导女王陛下的普利茅斯部队时，训兵秣马常用的命令有这些：

列头兵，和你的列一起前进。

排向前打开，五步距离。

脸朝向右手方。

脸朝向左手方。

倒转方向。

打开列，三英尺距离。

关闭列。

向右手方打开（关闭）列。

向左手方打开（关闭）列。

向右手（左手）方向，两倍扩展列数。

向右手（左手）方向，两倍扩展排数。

站定。

后方的排关闭。

排向后打开，五步距离。

列（排）向右转向射击。

前排穿过空隙。

后排穿过空隙。

前排站定。

列站定。

等等。

对于大多数这些军令来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但这些词是否合适并不重要，只要它们能被持续使用就行。同样的军令应该在一军的各个部分通行，否则便会带来困惑。如果能在一国之内通行，那就更好不过。

托马斯·史密斯代笔

1595年5月9日

埃里安的《战术》又称《用希腊人的方式排兵布阵的艺术》（Art of Embattling an Army After the Grecian Manner）的注释
[4]

 。

在16世纪末期，有一种普遍的对领军打仗进行规范化的需求。在当时人们将注意力放在古希腊的作家，或者说那些用希腊语写作的人身上：波利比乌斯
[5]

 、色诺芬
[6]

 、埃涅阿斯
[7]

 和埃里安。当时学习这些著作的中心是奥兰治的莫里斯亲王与拿骚的威廉路易伯爵的王庭。一位在荷兰国会（States Generalof Holland）工作的英国军官对埃里安的著作做了翻译与注释，并将其呈给拿骚的莫里斯将军，奥兰治亲王，联合省的总督
[8]

 。这位大人深受希腊传统的熏陶，并用其思想作为他建军、战略的基石。因为有了埃里安的译作及其附录，我们有了第一本广受认可的军事条令。

最能反映这本书的视野和精华的无非便是对其内容的总结了，在这里我们保留了原有的拼写：



1. 《战术》一书的作者；2. 对武装力量的准备；3. 方阵的组建；4. 什么是一列或者十人队；5. 一列的阵型与组成；6. 关于合并军列；7. 关于重步兵的方阵、轻步兵和骑兵；8. 重步兵、轻步兵和骑兵的数量；9. 一个方阵不同部分的名称；10. 方阵的军官；11. 方阵内的间隙距离；12. 方阵的武装；13. 每列领头人的重要性；14. 关于马其顿方阵和士兵长矛的长度；15. 轻步兵的作用；16. 轻步兵各军的名称；17. 如何使用轻步兵；18. 骑兵战争的形式；19. “菱形阵”是何时被引入战争的；20. 骑士在战场上的作用；21. 做决定时需深思熟虑；22. 关于战车；23. 关于象兵；24. 各种军事术语；49. 砖形阵（plaesium）
[9]

 ；53. 关于沉默；54. 军事指令的读法。




此书含大量插图，描绘17世纪初士兵的着装。它同时还列出了下列阵型：“Dilochy”，两列，十六人；“Tetrachie”，四列；“Syntagma”，十六列；“Phalangarchie”，二百五十六列。在现代措辞中，“距离”这个词同时用于“远近和间隙”。对此有三种不同的阵型：“普通”，指列与列，行与行间有六英尺距离；“密集”，把这个距离缩小到了三英尺；“紧凑”，行与行间的距离有三英尺，一行内的士兵则肩膀紧贴，毫无空隙。

骑兵的阵型说不上复杂，但非常离奇。“菱形阵”，一个方阵，但有一角正对着敌人，并根据情况允许以下几种变阵：“没有行也没有列的菱形阵”，“有列但无行的菱形阵”，和“有行但无列的菱形阵”。一种楔形的阵型也被展示了出来，还有一张图用来描述排的反向行军和“舞步反向行军”（Chorean cauntremarche）。附录包括我们的正规训练手册：“应伟大的莫里斯将军、奥兰治亲王等等之令，效命于低地国家联合省的名门望族的英国人的军事实践。”步兵被分为长矛兵与火枪手，骑兵被分为卡宾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对长矛兵的指导有：“长矛兵坚守阵地”“准备长矛”“倾斜长矛”“长矛攻击”“收起长矛”及“检查长矛”。对于行进中的长矛兵，还有一些额外的指令：“长矛攻击”“倾斜长矛”“向右手方进攻”“倾斜长矛”“向后方进攻”“倾斜长矛”及“重整长矛”。火枪手的射击只包含三道指令：“预备”“瞄准”和“开火”。我们还可以加上“原地立定”这道现代指令，在当时似乎也不违和。




[1]
 译注：副郡督（Deputy-Lieutenant）是郡督（Lord-Lieutenant）的副手。郡督是英国王室在各郡的私人代表，历史上负有整顿各郡民兵之责。


[2]
 译注：太平绅士，也被称为治安法官，由政府委任的民间人士来处理社区内的简单诉讼。


[3]
 指挥二十名弓手或钩刀手的下级军官。


[4]
 此书由乔·宾厄姆（Jo.Bingham）翻译成英文，并配上插图与注释，于1616年在伦敦出版。


[5]
 波利比乌斯（Polybios，公元前200年－前118年）生于伯罗奔尼撒的梅格洛玻利斯，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历史》一书留名传世，原书40卷，只有5卷传世，记叙地中海周边的历史，尤其着重于罗马帝国的崛起。他在密码学上也有建树，“波利比乌斯方表”即以他命名。


[6]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前355年）雅典人。军事家，文史学家。他以记录当时的希腊历史、苏格拉底语录而著称。


[7]
 埃涅阿斯（Aineias），古希腊作家之一，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公元前4世纪军事实践手册的作者，其中关于围城的一卷流传下来。他被视为阿埃内阿斯——公元前367年阿卡狄亚联邦的领袖。在古希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8]
 译注：这些头衔指的都是拿骚的莫里斯亲王。


[9]
 译注：“Plaesium”在希腊语中的词源是“砖头”。砖形阵是一种长度远大于宽度的阵型，形状就如砖头一般，故此命名。此种阵型的中空处部署有弓手和投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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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东罗马帝国的战争艺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西方，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者们所忽视。不仅如此，由于西欧各国学者对罗马人抱有成见，不少人甚至在其论著中对东罗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多有贬低。如著名的英国史学巨匠爱德华·吉本便曾在其传世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拜占庭人继承下了太多缺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胜利，也不过是偶然的好运而已。”

可诚如《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的作者查尔斯·欧曼爵士所言，吉本的看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对东罗马人而言，胜利远比失败更加平常。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约翰·富勒也认为：罗马人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西欧人直到18世纪都无法与之比肩；而由两位皇帝——莫里斯一世和利奥六世分别所著的《战略》《战术》两书，便是东罗马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高峰。译者最初听闻这两部著作，正是源于约翰·富勒所著《西洋世界军事史》，后来在翻译《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一书时，更因欧曼爵士精妙的笔触，而开始对拜占庭时代的罗马军队产生浓厚兴趣，遂决心将莫里斯所著的《战略》译成中文。

与中世纪同时代其他国家那些不守纪律、有勇无谋、作战只凭好勇斗狠的军队相比，虽然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已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国家的领袖从元老院、执政官变成元首、皇帝，但罗马人却将先祖们对于纪律、战术、战略的重视继承了下来。此时的罗马军队虽然已经与大部分读者印象中由重步兵组成的强大军团完全不同，但从6世纪直至11世纪曼奇克特会战惨败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由重骑兵和马弓手组成的庞大罗马骑兵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他们也许不如西欧的骑士那样英勇无比，冲锋起来势不可当，也不如突厥马弓手那样来去如风，让对手捉摸不定。但罗马人却能在冲击力、弓箭火力及机动性方面抓住平衡，再加上自己更胜一筹的纪律、不输他人的勇气和高超的战争艺术，在面对任何敌人时都能够从容不迫地采取相应战术，最终击败对方。

若要对这样一支虽强大，但却颇受国内读者忽视的军队进行深入研究，在本人看来，最为简捷且直接的办法便是阅读由东罗马人自己写下的军事著作。关于《战略》的写作时间，学界历来存有争议，但无论是约翰·富勒，还是《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的作者查尔斯·欧曼，都认为本书应是在莫里斯登上皇位前的579年完成的，此时莫里斯正受皇帝提比略二世之命改组罗马军队。在《战略》之后，无论是利奥六世在900年写作的《战术》，还是尼西弗鲁斯·福卡斯等人所著的其他军事著作，都参考了《战略》。而《战术》甚至可以被看作只是《战略》的增补更新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一部《战略》，奠定了拜占庭时代罗马军队领先于其他民族的组织结构和战术体系，为罗马帝国继续屹立将近千年时间，在战争艺术层面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莫里斯在写作《战略》时，是希望为那些在前线担任指挥官职务，但又缺乏经验的指挥官提供一部指导手册。由于罗马宫廷的政治原因，无论是名将贝利撒留，还是莫里斯，都曾在尚无什么实际的大军指挥经验时即被任命为东部前线总指挥官。这两位优秀统帅天资过人，其主导的战事自然能够取得喜人的结果，像《战略》这样的手册也不会有太大作用，但倘若是由某些平庸之辈担任某方面的统帅或野战军的司令，那么这样一本手册就显得极为有益。而这本手册，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来说，也成为了解6世纪末期至7世纪前期罗马军队面貌的最佳途径。

不过由于莫里斯在写作《战略》时似乎十分匆忙，故全书结构十分繁杂混乱。在某些章节中，他能完整而详尽地将某一课题的全部要点一一阐述清楚，而另一些章节又十分简陋，看起来仿佛他只是随手将自己的经验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本书最后关于步兵战术的第十二章，也很明显是在前十一章完成一段时间后才加上去的。另外，由于当时罗马官方语言正处在由拉丁语向希腊语转换的时期，同时军队又尚未彻底摆脱蛮族兵源的影响，在这部由中古希腊语撰写而成的手册中，还出现了大量拉丁语，甚至日耳曼语的词汇和口令。它们中的某些名词在含义上与书中出现的另一些希腊语词汇十分相近，给译者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和困难。本人也仅能凭借自己的语言和军事知识，尽可能准确地译出这些词汇和语句，因此在这一部中文版中，难免也会存在一些错误之处，还望学识丰富的读者能够给予指正。

与所有古籍一样，《战略》一书中也存在不少的笔误甚至前后矛盾之处。而作为一本发放给专业军官的手册，书中也存在不少需要详细解释的要点，对此，本人将一如既往地以增加译注的方式来对要点加以说明。同时，由于原书中用来说明阵型的图示因古代条件限制，其形状和格式都比较模糊和怪异，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阵型情况，本人也因此自行绘制了一些示意图，其中一部分对原书中特别难以理解或无法明确代表实际情况的图示进行补充说明，另一部分则用来说明一些原书中仅用文字加以阐述，但仅凭抽象描写难以让读者清晰理解的队列或战术机动。另外，为方便读者理解《战略》一书的时代背景，本人还在正文以外增加了一个序章，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罗马军队的演变历史以及莫里斯本人对罗马军队所进行的改组进行简要介绍。希望能以本人浅薄的学识，为读者理解《战略》，理解东罗马战争艺术提供帮助。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本书的希腊语书名“Strategikon”同时具有“战略”（Strategy）和“将道”（Generalship）两层含义。若是追根究底，“战略”一词在希腊语中原本就是“将军的艺术”，即“将道”之意。从本书旨在指导将军们如何指挥军队的立意和内容来看，本应以“将道”或“将略”作为其中文译名。但国内著作中通常将该书译为《战略》或《战略学》《战略论》，以对应利奥六世的《战术》（Taktika
 ）。因此对于这部中文版，本人选择沿用《战略》这一书名。考虑到希腊语中“战略”与“将道”为同义词的情况，这种译法似乎也无伤大雅。

完成这篇译序的时间，恰逢译者流连于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这篇译序也正是写于狄奥多西城墙的遗址之上。只希望读者能够借这一部《战略》，对拜占庭时代的罗马军队有所了解。而对于这一套由本人提议而策划的“战争艺术”丛书，若有任何一位读者，能因为由我译出或撰写的这些作品而对战争艺术产生兴趣，愿意进一步了解这门世界上极其重要，但又极其容易被忽视和误解的技艺，那么本人便可算是得偿所愿了。

王子午

2018年6月16日于君士坦丁堡



序章　莫里斯时代的罗马军队

一提起罗马军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无疑便是由重步兵组成的罗马军团。这些步兵身着全副铠甲，左手持矩形或椭圆形的大盾，携带两支重标枪（Pilum），排成著名的三线队形，接敌时首先投掷标枪，然后拔出短剑与敌军进行白刃搏斗。作为古典时代最为卓越的步兵战术和最为精锐的重步兵部队，自公元前3世纪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直到3世纪危机到来前这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除少数几次例外，整个地中海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罗马军团的重步兵们匹敌。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长时间的和平、富足，以及3世纪危机中接踵而至的内战、经济衰退、蛮族入侵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越来越多地雇佣蛮族来守卫边境，步兵也因为士兵素质下降而将主力地位让位于骑兵，这一改变的高潮在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会战（The Battle of Adrianople）后达到顶峰，并最终使罗马军队在5世纪至6世纪演变成一支近乎纯粹由蛮族盟军和将领家兵组成的骑兵部队。他们各自效忠于不同的领袖，使用着不同的战术，虽然为保卫罗马帝国立下了不少功劳，但同样也在不断挑战皇帝的权威和宝座，甚至控制并推翻了西部朝廷。而彻底终结这些威胁的，则是从提比略二世在位时期开始负责对罗马军队进行改革的莫里斯，而《战略》也正是作为这次改革的一部指导手册而成书。

在我们看来，若想要完全理解莫里斯在《战略》一书中所展现出的全部军事思想及其目的，就不得不对罗马军队自军团时代起直至莫里斯改革之前的发展、演变、衰落和重组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大部分学者以3世纪危机作为介绍东罗马军队演化历程的起点不同，在我们看来，罗马军队在3至4世纪的衰落，早在公元前107年的马略改革起便已埋下了种子，而直到6世纪至7世纪才以由莫里斯开始、由希拉克略（Heraclius）完成的改革为其彻底画上句号。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在阅读莫里斯的著作前，对这八百年时间里罗马军队的演变加以简述，以便让那些对罗马战争艺术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读者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背景知识，方便他们理解《战略》一书中的内容。

一、从马略改革到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军队

罗马军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国王时代，当时罗马尚处于国王统治时期。此时整个罗马不过是一个城邦，而“军团”（Legion）一词的含义也代表着整个军队。从此时直到公元前107年的马略改革为止，能够加入军团成为一名军团步兵（Legionary）在罗马法律中是一种特权和义务，因此除第二次布匿战争等特殊时期以外，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能加入军队。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盟邦军队，则组成所谓的辅助部队（Auxilia）伴随罗马人一同作战。

在公元前315年以前，很可能是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影响下，罗马人使用的战术与希腊人相同，均为纵深为八排的多里亚方阵（Dorian Phalanx），但意大利多山的地形并不适合方阵行动，导致军团多次被击败，甚至连罗马城也曾因此被攻陷，进而促使罗马改用了著名的三线战术。在这种体系中，按照法定义务服役的士兵依年龄分为散兵（Velite）、青年兵（Hastati）、主力兵（Principe）和三线兵（Triarii），在一个军团中，四个兵种各编成十个中队（Maniple），散兵、青年兵和主力兵每个中队为一百二十人，三线兵中队则为六十人，另外还要再加上三百名骑兵。青年兵和主力兵装备相同，使用矩形大盾、投枪、短剑作为武器，身穿锁甲或者皮革、亚麻胸甲，在战场上以相对宽松的队形作战。三线兵作为经验最丰富、最精锐的预备队，依然采用方阵步兵的装备，使用长矛作为武器。散兵作为轻步兵，不穿盔甲，仅以轻盾护身，并使用标枪在重步兵前方先行攻击敌军，之后便会撤退到后方。

除三线兵仍然作为方阵步兵以密集队形参战以外，青年兵和主力兵在接战时都会使用相对于方阵而言更为宽松的队形，其目的在于发挥士兵们的个人武勇，而不像方阵那样将所有力量都寄托于全军协调一致的单独一次冲击。罗马军团步兵们每人占据五尺见方的空间（方阵步兵为三尺），以方便他们投掷标枪、挥舞短剑。在接近敌军时，他们会首先投掷自己携带的重标枪，之后再拔出短剑冲上前去与敌军短兵相接。诚如《罗马史》作者特奥多里·蒙森所言：“罗马人将重标枪与短剑配合使用，其所产生的作用与近代战争中使用火枪与刺刀是极相近似的。标枪的投掷用来为刀剑的肉搏战做准备，正好像先发射一排火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花费笔墨引用蒙森的著作，原因在于即使到了莫里斯的时代，罗马重骑兵依然保留着既能使用弓箭发射火力，又可以利用骑枪发动冲锋的双重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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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前315年之前，罗马军团使用着和希腊人一样的方阵战术，但意大利崎岖的地形并不适合方阵行动



作战时，三条战线以棋盘格阵型列成，战线中各中队之间都会留出一条相当于一个中队宽度的空当，而后排的各中队便面对着这个空当布置。最初按照规定，青年兵被固定为第一线部队，后来，青年兵和主力兵二者谁居于第一线通常依指挥官的判断而定。但无论如何，当首先接敌的第一线士兵感到疲惫或敌军发生混乱后，第二线部队要么接替第一线部队继续作战，要么对敌军施以决定性打击。三线兵则作为最后的预备队，只在前两线无法支撑时才会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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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团时代早期的三线兵（左）和主力兵（右），可见其中的三线兵仍然在使用长矛作战，而他们在战场上也担负着方阵步兵的责任。主力兵以及与他们装备相同的青年兵则成为使用重标枪和短剑的新式重步兵



罗马军团使用的三线战术，可以说是战争艺术历史上第一个对于预备队给予足够重视的固定战术。这种战术给罗马军队带来了其他重步兵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而较为宽松的队形也使他们能在几乎任何地形上作战，而不像方阵那样一旦脱离平整地面便无所适从。这些优势使其足以压倒包括希腊方阵步兵在内的一切对手。而这种重视预备队的思想，直到莫里斯在《战略》中为重骑兵们所规划的双线战术中，也仍然一脉相承。我们甚至可以说，《战略》中所记载的骑兵战术，不过是重步兵的三线战术在重骑兵身上得到复活。

在此有必要提及，关于这种三线战术，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战史学家，英国陆军少将约翰·富勒曾在其著作《恺撒：男人、士兵和僭主》（Julius Caesar：Man, Soldier, and Tyrant
 ）一书中提出疑问，对第一线各单位间是否真的会留出那么大的空当表示怀疑。毕竟，若第一线留有总长相当于整个战线一半宽度的空当，士兵们无论如何精锐，也还是无法组成一条足够坚固的战线以在白刃战中压倒对手。因此在他看来，军团的三条战线在进入战场时，会以每人占据三尺见方空间的密集队形排列为棋盘格队形。第一线在散兵从空当退到后方而自己又尚未与敌军接战时，展开成疏开队形，通过放宽行列来增加每个中队的正面宽度，填满空当组成一道完整的正面，并以这种队形与对方接战。第二线和第三线部队则会在其后方继续保持密集队形，各单位之间留有相当于一个中队宽度的空当，以方便第一线在失利的情况下向后撤退寻求掩护。

关于这一点，译者也感到十分怀疑。对于罗马军团的敌人来讲，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空当来打击第一线各单位的侧面，无论罗马士兵如何擅长单打独斗，一个中队也不可能在正面承受重压的同时去应对侧面的威胁，除非第二线部队在第一线与敌军接战后立刻便对那些穿过空当的敌军发动进攻，否则第一线便很难支撑下去。倘若如此，第二线作为预备队的意义便又完全不存在了。另外，以方阵密集队形战斗的三线兵，各中队的正面宽度在棋盘格阵型中却与青年兵、主力兵相同，也足以印证后二者在与敌军接战之前也同样采用着密集队形，战斗前必须先将队形疏开。因而在译者看来，富勒的观点不无道理。而我们之所以要在此处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读者们在阅读后文时便会发现，莫里斯在描述骑兵双线队形中第一线为连续的完整正面，第二线留有空当供第一线撤退之用时，几乎与富勒上述关于军团步兵的假设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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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个军团组成的一个三线阵型示意图。在双方互相接近，即将接战之时，除散兵以外的第一线各单位会放宽行列，填满空当组成一条连续的正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阵型示意图仅适用于会战刚刚开始时的情况



公元前107年，罗马军队身上发生了可说是在整个罗马超过两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那时，由于长期征战导致很多土地无人照料，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使越来越多的罗马中产阶级公民失去了土地、财产以及相应的参军资格。与此同时，战争规模愈发广泛，但罗马上下却根本没有那么多能够合法服役的兵员。盖乌斯·马略对征兵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取消了对士兵财产的要求，规定全体罗马公民只要符合年龄条件便可参军服役，原先由士兵自行负担的装备改由国家提供，同时他也取消了青年兵、主力兵、三线兵的区分，所有士兵都采用了与主力兵相同的装备，基础战术单位则从三十个中队改为十个大队。与此同时，士兵只要入伍，就必须始终留在军队中，而不能再像先前一样在和平时期回家务农或经商。简言之，马略用兵农分离的职业雇佣兵，代替了原先兵农合一的公民义务兵。

[image: 015-01]
◎ 马略改革后的罗马军团步兵。此时全体军团步兵都已改换为同样的装备，而且军队的性质也从义务兵演变成职业的雇佣军



从一方面讲，这次改革暂时解决了罗马军队兵源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士兵们的职业化，也使他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其直接结果便是，自马略改革至3世纪危机爆发前，除少数例外，罗马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罗马的疆域也随之成倍增加。但与此同时，这次改革却带来几乎同样深远的负面影响。

改革前，士兵们依赖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生活，战争对于他们而言并非牟利、发财的手段，而只是获得荣誉、在民事政府中谋求晋升以及保家卫国的途径。对他们而言，服役期间所获得的军饷和补助，只不过是对于他们在战争时期无法务农、经商而提供的津贴和补偿。但从马略改革开始，对于那些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职业士兵们而言，发财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战争，而军饷则成为供养他们进行战争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士兵们效忠的对象，与军饷和战利品的来源画上了等号。爱国心、保护自己田产的愿望已不再像原先那么重要，谁能用金币塞满士兵们的钱包，军队便能任听其调遣。到后来，元老院为节省资金，更是允许将军们自掏腰包组建军团，这也使罗马的军团从国家军队，逐渐变成一支效力于将军个人的半私有化军队。

随马略改革而来的，便是绵延近百年的内战，无论克拉苏、庞培还是恺撒，都凭借庞大的私产及大批战利品来维持手下军团的忠诚，进而以武力获得国家最高权力。即使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建立元首制帝国，取消私兵制度，也仅能维持不到一百年的内部和平。一旦皇帝本人的权势稍有衰颓，便立刻会有人以高价买得军队的效忠，对皇位发起挑战。这一点不仅在帝国境内导致了绵延不断的内战，甚至到了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计划重新光复帝国西部之时，仍然还会在将军和皇帝间造成间隙，处处拖缓战争进程。直到莫里斯改组之后，希拉克略才以其建立的总督区为基础，推行新的军区制改革，为士兵们分配土地，重新采用兵农结合的义务兵，取消了七百余年前马略改革的职业兵制度。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军团始终作为帝国的边防军驻扎在莱茵河、多瑙河等天然疆界后方。各军团间相隔远达数十甚至数百公里，二者之间仅拥有少数前哨部队，而在边防军团的背后，则更是除驻扎在罗马城的禁卫军以外便再无任何军队。帝国全盛时期，虽然曾有图拉真（Trajan）皇帝进行过大规模的攻势战争，但其余大部分皇帝所进行的战役却都是防御性的。攻势精神的丧失，给罗马军队造成的影响要比任何物质方面的影响都更大。它导致公民们失去了依靠抢劫外族土地来发财的机会，使罗马人变得越来越不愿当兵，蛮族则逐渐进入到军队之中。而且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除少数例外，罗马军队所进行的均是防御性作战，其战略目标仅限于修补由天然疆界所划定的防线，即使拥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也往往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在579年的《战略》和900年的《战术》两部著作中，莫里斯和利奥六世两位皇帝依然很少提及任何攻势行动，即使偶有着墨，他们笔下的进攻行动也不过是限于抢劫、突袭或牵制行动。

在3世纪危机到来前，由于欧洲的野蛮人尚未成长为够格的对手，东方的帕提亚人（Parthian）、后来的萨珊波斯人（Sassanian Persian）也慑于帝国的强大实力不敢与之为敌，这一道由重步兵组成的边墙，尚且能够保障罗马的安全。哪怕偶尔有某些边境地区被蛮族突破，来自其他地区的边防军团也总是能安全地从自己所在防线上调拨过来，阻止野蛮人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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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军团大部分时光都会在图中这样的永久性设防要塞或营地中度过。从此时起，罗马军队逐渐沦为帝国的边防部队，部队士气也因为攻击精神的丧失而逐渐下降



[image: 018-01]
◎ 一幅表现波斯人俘获瓦勒良皇帝的浮雕



但在3世纪危机期间，帝国内部再一次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短短五十年间便有二十七位将军先后称帝。而当边境上的军团纷纷被将军们“买走”参加内战后，日耳曼人（German）、哥特人（Goth）便纷纷涌入帝国境内。在251年的阿伯里图斯会战（The Battle of Abritus）中，德基乌斯（Decius）皇帝甚至战死在了哥特人手下。自从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以来，罗马人从不曾遭遇如此惨败。在258年至259年波斯人进攻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又被生擒。直到284年，终于才由戴克里先（Diocletian）平息内战，击退大部分外敌，重新将帝国统一起来。

虽然戴克里先治下的罗马帝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立刻开始改变军队的编制。他认清了此时罗马军队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此时帝国必须面对着四条可能同时开战的前线——东方的波斯帝国，以及多瑙河（Danube）上游、多瑙河下游、莱茵河（Rhine）方向的蛮族部落；二是边防军团背后缺乏一支战略预备队，当漫长边境线某一点遭到重压时，便无法为其提供支援。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戴克里先在293年创立了所谓“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即在帝国东、西各设置两名奥古斯都（皇帝）和两名恺撒（副皇帝），各自负责一个防区，而他本人则是四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另外，在边防体系上，戴克里先将原先的军团拆散为大队级别的小型单位，分别交给一些“公爵”来指挥，由这些公爵率领着构成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即边防军（Limitanei）。与原先行省长官同时掌管军民事务不同，公爵只负责指挥边防军队，各地民政事务由单独的民事主官负责。同时，他还组建了十一个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六个位于帝国西部，五个位于东部。这些野战军规模相对较小，为快速调动起见，成员也多为骑兵和轻装步兵，其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更为精锐，驻扎于帝国内部的省份，由皇帝们亲自指挥。野战军既可以随时准备对边境的危险地区进行支援，同时也可以监视位于边境的公爵们，防止他们发生叛乱。

说来有趣的是，像罗马这样一个很早便认清战术预备队在会战中的巨大价值的国家，却在奥古斯都建立边防体系三百年后才认清战略预备队的价值。戴克里先在位期间，这套体系运转得十分顺利，皇帝们不断击败波斯人、日耳曼人和各地的小规模叛乱。似乎到此时，戴克里先已经恢复了昔日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的实力和荣耀。但在戴克里先表面上光鲜的大幕下，事实上所掩盖着的，却不过是大量的蚁穴，四帝共治的体系在其死后不久便引发了内战。缺乏稳定的皇帝继承制度，自始至终都是罗马帝制体系中的死穴。

另一方面，早在康茂德（Commodus）刚刚继位的180年，这位皇帝便曾允许部分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定居，代价则是要负责守卫他们所在地区的边境。自3世纪危机开始以来，皇位竞争者们更从罗马境外征召了大批的日耳曼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摩尔人（Moor），甚至是叛变而来的波斯人加入军队。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些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初这些蛮族士兵们还只是被分散开来用于补充军团的缺额，但从5世纪初开始，他们便改为以蛮盟（Foederati）的名义在其原有酋长领导下，维持其原有编制和战术，整支地被招募到罗马军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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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四帝共治雕像。虽然在雕像中四位皇帝亲密无间，共同维系着罗马帝国的安全，但实际上在该制度的创立者戴克里先死后，罗马很快便陷入皇帝之间的内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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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世纪的罗马军团步兵，与帝国初期的精兵相比，其身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蛮族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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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的罗马军团步兵，此时他们几乎已经彻底成为方阵步兵



在蛮族部队地位愈发提高的同时，原有的军团步兵却无论在地位还是在素质上都大幅度下降。为了让逐渐颓废的士兵们在战场上保持勇气，重步兵不得不以越来越密集的队形投入战斗，而且他们也无法再像原先那样，通过疏开队形来将战线上的空当填满。因此只能取消各大队间的空当，让他们始终保持着三条完整的战线。可随着这一空当的消失，三线战术本身也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这种战术对于阵型最基本的要求，便在于前排部队可利用后排各单位之间的空当来后退寻求掩护。最终三条战线终于合并成一条战线，整个军团也彻底退化成一个方阵，预备队则改由单独的部队来担任。到了6世纪末，莫里斯在写作《战略》时甚至直接使用了“方阵”（Phalanx）一词来指代步兵的单线队形——虽然在他的规划中，重步兵依然要像军团步兵那样在白刃战之前投出标枪甚至长矛，之后再使用短剑与敌军搏斗。

重步兵愈发笨拙的阵型以及士兵们愈发下滑的素质，使他们无法再利用队形整齐的冲锋来决定会战胜负。在罗马的敌人中，无论是哥特人、匈人（Hun）、波斯人，又都是以骑兵作为主力，这就更使重步兵的地位更加低落。与之相对，原本只是居于辅助作用的轻步兵、弓矢以及军团中早已编入的大量弩炮则越来越多地左右着战场上的天平。

与之相对，随着强有力的重步兵逐渐消失，原先在罗马军队中并不太受重视的骑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地位上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而对于那些以疏开队形作战的轻步兵们而言，骑兵的冲锋无疑是毁灭性的。最初，由于野战军对快速机动的需求，戴克里先组建了大量的骑兵部队，而由于罗马人本身并非出色的骑手，原先在希腊时代盛产优秀骑兵的马其顿（Macedonia）、色雷斯（Thracia）、色萨利（Thessaly）等地区又已经因战争化为废土，因此戴克里先在组建这些骑兵时，编入了大量的日耳曼人和波斯人。到4世纪初君士坦丁一世登基之后，又更进一步地降低了边防军团的规模和地位，而用节余的资源来加强野战军和骑兵。到4世纪下半叶，边防军虽然人数依然多于野战军，但其地位已经下降到如此程度——瓦伦斯（Valens）皇帝甚至曾在372年专门发布一道法令，规定应将那些强壮程度和身高不够资格，无法加入野战军的应征人员编入到边防军中去。在这道法令发布仅仅六年之后的阿德里亚堡会战中，罗马最后一支以重步兵作为主力的大规模军队被哥特骑兵击败，皇帝瓦伦斯战死。自此之后，在罗马人的军队中，骑兵一跃成为唯一具有决定性地位的兵种，其数量和受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步兵则沦为辅助兵种。

想要了解骑兵数量的增加到底是何等迅速，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数字。在戴克里先的时代，虽然他组建了不少独立的骑兵部队，但骑兵在全部罗马军队中的比例还只是少量增加，其人数所占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到了4世纪末，按照同时代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
 ）一书所列出的编制来计算，在帝国东部五支野战军总计十万四千人中，有两万一千五百名骑兵，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若再加上完全由骑兵组成的三千五百名皇帝卫队（Scholae Palatinae），占比还要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而在边防军的十九万五千五百人中，骑兵数量居然达到了九万七千五百人之多，占据了全军一半的人数。在西部皇帝控制的伊利里亚（Illyricum），总计六万三千名士兵中也有两万三千人是骑兵，占据了接近百分之四十五的比例。

与此同时，为了补充阿德里亚堡会战中的损失，东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招募了数量庞大的蛮族部队。在后来的一百年中，这些蛮族不断作乱，哥特人盖纳斯（Gainas）、日耳曼人阿斯帕尔（Aspar）先后执掌废立皇帝大权，直到457年利奥一世（Leo I）登基后，他才终于招募了大批小亚细亚伊苏利亚人（Isauria）山区的好战人口，用这些罗马本土士兵制衡了蛮族部队。502年，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us I）又通过增加士兵津贴的方式招募了大批其他地区的本土士兵。而在经济条件欠佳，也无法再找到本土新兵员的西部，蛮族酋长们最终掌握了整个朝廷，将皇帝变成傀儡，并最终废黜西部皇帝，由他们以东部皇帝封臣的名义直接统治帝国西部。当然，这些所谓的“封臣”也不过只是名义上的而已，事实上帝国西部领土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个独立的蛮族王国，罗马自此失去了半个帝国，一半的军队也要么被解散，要么直接成为帝国的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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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年时罗马帝国东部的军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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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德里亚堡会战中，最后一支以重步兵作为主力的罗马军队被哥特骑兵击败。自此之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重要性空前提升，不可逆转地成为决定性兵种



在东部，自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的时代（491年至518年）起，便再未出现过蛮族将领专权的问题。不仅如此，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不仅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获得优势，还在军事层面上为527年登基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提供了坚实基础，去实现后者光复西部领土的愿望。

不过阿纳斯塔西乌斯所留下的这支军队，若是与1世纪的罗马军队相比，只能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如果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看到他们，一定不会承认这是罗马军队，而只会将他们当作蛮族的联军。事实也正是如此，曾令罗马人引以为豪、高举着鹰徽征服整个地中海的重装军团步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支同样优秀的重骑兵军队。与同时代其他所有民族都不相同，罗马人的重骑兵同时结合了枪骑兵和马弓手的特点。他们从波斯人那里学来了厚重的盔甲，从哥特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骑枪和盾牌进行冲锋，又从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如何在马背上使用弓箭。波斯人虽然也以骑射闻名，但与罗马人和游牧民族相比，他们更愿意使用拉力和威力都比较小的弓箭，以便能够尽可能快速地射出更多箭矢，并不十分重视威力如何。而且波斯人对于白刃战十分抵触，只要有可能便绝不会拔出自己的刀剑发动冲锋。哥特人仅有相对轻型的盔甲，而且不懂得如何骑射。游牧骑兵通常完全没有盔甲，对于骑枪冲锋也不在行。从此时开始直到11世纪前，罗马重骑兵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最为精锐的力量。

跟随贝利撒留（Belisarius）一同参与多场战争的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在其《战史》一书中，对于当时罗马军队的描述更为直观，我们在此也有必要加以引用：

有人一提到我们今天的士兵便会鄙夷地说“他们不过是一群弓箭手罢了”，而只去称赞历史上那些“手持盾牌与敌军进行白刃搏斗的军团步兵”。这些人为我们失去古时的好战勇气痛心疾首，但事实上这正代表着他们不过是无知百姓。他们说弓箭手在古时是受人鄙视的兵种，却不记得在他们所说的荷马（Homer）时代，弓箭手都是既不骑马也没有装备长枪、盾牌或盔甲的轻装部队，他们徒步进入战场，或躲在战友的盾牌背后，或依靠岩石作为掩护。这样的弓箭手既不能有效保护自己，也不能信心十足地攻击敌军，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战斗的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人体质柔弱，而且缺乏射击技能，他们只能把弓弦拉到胸口，箭矢飞出后自然显得漫无边际，其威力可能也不足以杀伤敌军。

但我们今日的马弓手已经完全不同，他们身着胸甲，腿上也拥有及膝的胫甲。这些马弓手配有弓矢和刀剑，大部分人拥有一支长枪，左肩上还有一枚小盾，盾牌由皮带绑在肩膀上，而无须用手握持。他们骑术高超，能够在战马全速奔跑时弯弓射箭，无论在前进还是撤退时都能保证箭矢的精准。他们并不仅仅将弓弦拉到胸口，而是拉到脸颊，有时甚至会拉到右耳，因此箭矢的威力也变得更大，总是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甚至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穿透盾牌和胸甲。可即使如此，仍然有厚古薄今之辈因无知和愚昧，对我们的马弓手抱有鄙夷，然而这些马弓手的效率，早已在历次大战中展现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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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世纪的罗马马弓手



无论是在阿纳斯塔西乌斯还是在查士丁尼手下，罗马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蛮族独立部队。贝利撒留在530年的达拉会战（The Battle of Dara）中，曾部署过两个完全由六百名匈人组成的骑兵支队。在552年的塔吉纳会战（The Battle of Taginae）中，查士丁尼手下的另一位名将纳尔塞斯（Narses）也曾使用过大量的伦巴第（Lombardi）和赫鲁利（Heruli）骑兵。不过在查士丁尼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本土骑兵逐渐开始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554年的卡西利努姆会战（The Battle of Casilinum）中，纳尔塞斯凭借他们既能射箭又能冲锋的特点，始终压制着法兰克步兵的密集队形，使其动弹不得，等到法兰克人的秩序在弓箭火力下变得混乱时，便凭借冲锋将他们彻底击溃，据说在多达八万名法兰克士兵中，仅有五人能够逃脱。

在本土骑兵变得越发强大的同时，步兵却几乎跌入了谷底。在达拉会战中，贝利撒留将所有步兵都部署在一道壕沟背后，整场会战中都不曾让他们向前推进一步。三年后，在毁灭汪达尔人并重新夺回阿非利加行省的两场会战中，贝利撒留虽然手中并非没有步兵，但他却根本没有将他们带到战场上。随后的哥特战争中，情况与之相似。贝利撒留夺回罗马城后，随即遭到哥特人围攻，在此期间，他仅有一次因步兵军官们的要求而派遣步兵出城突击，还落得了失败的下场，此后的出击便完全由纯粹的骑兵部队来进行。在塔吉纳会战中，纳尔塞斯宁愿命令伦巴第人和赫鲁利枪骑兵下马组成方阵来抵抗哥特人的冲锋，也不愿信任步兵。虽然在卡西利努姆会战中，纳尔塞斯使用专业步兵组成了部队的中央部分，但那些由他本人精选出来的精兵并不能代表全体罗马步兵的水准。

在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这样的将领们手中，除皇帝交给他们的帝国军队以外，还会拥有大批效忠于他们本人的家臣（Bucellarii）。与六百年前恺撒自费招募的那些军团相同，这些士兵由将军们亲自招募，军饷也由将军本人提供，因而对朝廷和皇帝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哥特战争期间，贝利撒留曾拥有多达七千名家臣，罗马国内甚至还曾传出“贝利撒留仅凭一人家兵便推翻哥特王国”的说法。虽然这一问题早在马略改革之后便已经出现了，但那时，指挥官们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由元老院或者皇帝指派来统率部队的。可到5世纪以后，这一层名义也已经消失，将军们可以随意招募只效忠于自己的部队。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自然也成为皇帝的心头之患。也正因为如此，即使贝利撒留对查士丁尼始终忠心耿耿，但后者却仍然要对其处处加以节制，甚至还曾在收复了大部分意大利领土之后，将军队指挥权分散给了数位将军，导致哥特战争不断拖延，从535年一直打到555年才告终。

在查士丁尼的时代中，罗马军队身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在他刚刚继位时，为了解决与波斯方面的战事，他在原有的五支野战军的基础上，又在亚美尼亚组建了一支新的野战军，并为其招募了大批士兵。达拉会战胜利之后，查士丁尼终于得以凭借年贡的方式与波斯人媾和，但为了平衡财政支出，他取消了东线边防军的军饷。虽然自5世纪以来，边防军早已退化成一种民兵组织，但查士丁尼的这一改变，还是立刻使边防军所剩下的最后一点战斗力也彻底消失。后来当波斯人再一次寇边之时，这些民兵绝大部分都未做任何抵抗便选择了投降，而由于东部野战军又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派给贝利撒留前去收复阿非利加，因此直到亚美尼亚野战军赶到后，才遏制住了波斯人的攻势。

收复阿非利加后，查士丁尼又组建了阿非利加的野战军和边防军，而这又让帝国本已十分紧张的国库雪上加霜，其直接表现即为，到贝利撒留前往意大利时，跟随其一同出发的士兵居然只有七千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由其个人出资供养的家兵。

自541年起，罗马全境反复发生大规模鼠疫，人口损失超过四分之一，甚至连皇帝本人都险些因此丧命，帝国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人力来源也随之大幅下滑。在波斯人于545年同样因鼠疫而不得不与罗马握手言和之后，查士丁尼借机取消了全体边防军的军饷。从实质上说，边防军在此时便已经解体，剩下的边防部队虽然仍以民兵形式存续，但已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到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时，罗马全部的有效作战部队，除将军们的家兵以外，便只有东部的六支野战军以及新组建的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两支野战军。按照《284年至1081年的拜占庭及其军队》（Byzantiumand It's Army，284-1081
 ）一书作者特里德格德（Treadgold）的估算，这八个野战军相加，总人数应在十五万人左右，相较于395年帝国东部多达三十万人的编制规模，这一数字整整下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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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士丁尼在位末期罗马军队的部署情况



可无论如何，查士丁尼在位期间，还是在其出色的法制和民事改革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光复帝国西部的工作，阿非利加、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一部分均回归到了罗马统治下。不过因为瘟疫导致的财政紧缩，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很快就被伦巴第人占领，西班牙那一小块土地也被西哥特人夺走。从查士丁尼统治末期开始，拖欠甚至克扣军饷的现象极为严重，军队纪律废弛，士气低落。当时一位小亚细亚的史学家阿伽提阿斯（Agathia）曾写道：“皇帝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早年的辛勤，此时他已经精力不济，转而倾向于在敌人中间制造不和或通过金钱来安抚他们，而不再信任自己的军队，也不再敢于面对战争的危险。由于皇帝不再需要军队去开疆拓土，因此他也默许军队人数下降，负责税收和管理军队的官员们，也同样受到了这种冷淡态度的影响。”当然，阿伽提阿斯所看到的表面结果，绝不可能只是因为查士丁尼一人的衰老所致，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反复爆发的瘟疫使帝国财政濒临崩溃。皇帝之所以不敢再面对战争危险，也同样是因为国库已经无法再承受惨败后重建军队或赔款的压力了。这一点甚至直到查士丁尼去世十五年后莫里斯撰写《战略》时，仍然在主导着罗马的军事思想。

578年，提比略·君士坦丁，也就是提比略二世成为罗马皇帝。在其上任之后，便立刻开始对先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手下那支败多胜少的军队开始进行改组，而这些改组的具体工作，则是由两位将军来直接负责的，其中一位名为查士丁尼，另一位便是莫里斯，而《战略》也正是在这次改组中，作为一本指导性的文件而被写作出来。

到此时为止，我们已经对莫里斯开始改组前罗马军队的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梳理，以便让读者们能够相对明确地了解莫里斯在对军队进行改组，以及在《战略》中所显露出的军事思想都是因何而来，而莫里斯在改革中所面对的罗马军队，又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它继承了马略改革以来的职业化特点，虽然精锐，但又极不忠诚，任何关于军饷的风吹草动都会招致骚乱甚至兵变。雄心勃勃的将领们手中握有规模庞大的私兵，随时对皇位虎视眈眈。步兵已经彻底失势，骑兵成为战场上唯一的决定性力量。蛮族部队虽然占比和重要性均已经比5世纪时大幅下降，但仍在军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依然在使用各自不同的战术和组织体系。而在帝国的边境上，由轻骑兵组成的柏柏尔人（Berber）觊觎着阿非利加；伦巴第人的枪骑兵已经涌入了意大利，夺走了大部分刚刚收复的领土；斯拉夫人的步兵来到多瑙河北岸，正准备对马其顿、色雷斯进行劫掠；阿瓦尔人等西徐亚（Scythian）游牧骑兵，也盘踞在多瑙河上游地区，随时可能入侵帝国境内；宿敌波斯的铁甲骑兵则已经占领了贝利撒留曾取得大胜的达拉城，即将撕碎帝国整个东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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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文纳圣维塔尔教堂的镶嵌画，位于正中央者即为查士丁尼皇帝。在这位皇帝治下，罗马一度光复了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部分西班牙旧领，但一场规模庞大的瘟疫却导致其努力付之东流



二、莫里斯其人和他的军事改组

在罗马帝国的诸多皇帝中，莫里斯作为一位承接着古典时代和中古时代的人物，在罗马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人——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们，总是会忽视这位皇帝的作用，甚至将他在即位前和在位时所做的一些改革记在其他皇帝，如查士丁尼或希拉克略的名下。在一些关于罗马的简史中，甚至会出现“查士丁尼死后，无能的皇帝相继继位，直到希拉克略登基为止”这样的语句，就连莫里斯的名字都不曾提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莫里斯不仅主持了6世纪末期罗马的军事重组，在军政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或者试验，而且作为一位统帅，他也曾在东方和多瑙河两条前线获得胜利。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对莫里斯其人以及这一本《战略》的要义进行一些简短总结，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战略》及其作者莫里斯，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作为提比略二世的女婿和继任者，弗拉维乌斯·莫里斯于539年出生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阿拉比苏斯（Arabissus）地区，不过也有些史料称他出生自一个希腊化的亚美尼亚家族。其早年的具体经历已经无从可知，但在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君士坦丁堡时，已经成为近卫军（Excubitor）指挥官提比略的秘书。574年，提比略加冕罗马皇帝，即提比略二世，之后莫里斯接任了近卫军指挥官的职位。继承皇帝本人原先的职位，也就意味着莫里斯成了提比略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两年之后，莫里斯便受命成为东境军事主官（Magister Militumper Orientem），全权负责对波斯的战事。577年，为报复波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的突袭，莫里斯沿着底格里斯河两岸发动了联合攻势，一路攻占了边境要塞阿普蒙（Aphumon）和辛加拉（Singara），迫使波斯大王库思老（Khosrow）在次年与其媾和，不巧库思老本人在和约缔结前便因病去世，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延长了下去。

[image: 033-01]
◎ 罗马金币上的莫里斯皇帝头像。作为皇帝，莫里斯励精图治，在军政两方面都进行了改组



580年，莫里斯发动了其在东方最具野心的一场战役。他将手中的陆军集中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由一支内河舰队伴随着，开始向波斯人的都城泰西封（Ctesiphon）进发。在这场战役中，罗马人和波斯人均表现出了杰出的战争艺术水准。莫里斯在攻克阿纳塔（Anatha）后，进军到距离泰西封不远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与此同时，波斯将军阿达马汗（Adarmahan）则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从那里攻陷了莫里斯背后的埃德萨（Edessa），威胁罗马人的交通线并迫使莫里斯后退。虽然撤退过程十分艰苦，但莫里斯还是能利用战略性的机动，将阿达马汗逼退，并最终在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附近的会战中将其击败。582年6月，莫里斯终于在君士坦提纳（Constantina，今土耳其维兰谢希尔）决定性地击败了阿达马汗。不久之后，提比略病逝。8月13日，也就是提比略死前的最后一天，由帝国最高法官公布其遗嘱，宣布莫里斯继任皇位。有史学家认为，提比略曾准备将帝国西部交给另一位皇帝日耳曼努斯（Germanus），而只将东部交给莫里斯来统治。但无论如何，在提比略于8月14日去世后不久，莫里斯便遵照其遗嘱回到君士坦丁堡，迎娶了提比略的女儿君士坦提娜，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

莫里斯继位时，帝国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十分危急。他原先在东线对波斯人所赢得的有利局面，在其离开后不久便因约翰·迈斯塔康（John Mystacon）的失败而被扭转。从提比略二世在位时期始，罗马每年要向多瑙河上的阿瓦尔人支付八万枚金币的巨额贡金，斯拉夫人也早已将整个巴尔干半岛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大部分土地洗劫一空——帝国在军事和财政两方面都已濒临破产。

莫里斯首先认清，中央朝廷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和防守查士丁尼刚刚收复不久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倘若继续维持现状，至少意大利很快就会再次落入野蛮人手中。为避免这一情况，莫里斯对两地进行了改革。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他取消了自戴克里先以来奉行了三百年的军政分离制度，将其改组为所谓的总督区（Exarchate），意大利为拉文纳总督区，阿非利加为迦太基总督区，分别由一名总督同时管理民事和军事事务。这样一来，两地便可以利用自己的财政来招募、供养军队，而不必坐等中央调拨的军饷。从实质上讲，虽然两地的总督仍要由皇帝来任命，但总督区本身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不仅减轻了中央朝廷的财政压力，而且增强了当地军队战时的灵活性。作为对比，在设立拉文纳总督区前，伦巴第人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便已经占领查士丁尼所收复的大部分领土，而在那之后，罗马人却能够在剩下的几座城市中坚守长达超过一百五十年时间。莫里斯在帝国西部进行的这种军政合一改革，最终也成为后来希拉克略至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时期，首先在帝国东部推行，后来又推广至整个罗马的军区制改革的基础。只不过在后来的军区（Theme）中，士兵已经成为由国家分配土地、平时耕作、战时服役的义务民兵。而在莫里斯的总督区中，士兵仍是单纯依靠军饷来供养的职业士兵。

在东部前线，虽然都城附近的局势已是如此紧张，可在解决波斯方面的事务之前，莫里斯还是只能将巴尔干的命运寄托在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墙之上。586年，莫里斯亲自率军在达拉以南进行的索拉肯会战（The Battle of Solachon）中击败波斯人。两年后，波斯人又趁罗马人兵变的机会发动反击，但他们连这些兵变的士兵们都没能击败。不久之后，罗马人再一次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俘获了超过三千名战俘，收缴了大批战利品。又过了两年，波斯发生内乱，被推翻的库思老二世转而向罗马人求助。对于莫里斯来说，这是解决其东方战事的绝佳机会，因此他派出了一支多达三万五千人的大军，在591年帮助库思老二世成功复位。此后，库思老二世与莫里斯签订和约，将凡湖（Van）以西的整个亚美尼亚西部割让给罗马。凭借第二个“永久和约”
[1]

 ，莫里斯不仅大幅扩张了帝国的东疆，而且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巴尔干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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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文纳总督区（深红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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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非利加总督区（深红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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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年时的罗马疆界



592年之前，罗马人在多瑙河方向上始终采取守势。莫里斯继位时，阿瓦尔人已经占领多瑙河上的重镇西尔米乌姆（Sirmium，即今日的贝尔格莱德），要求罗马每年支付十万枚金币的贡金，遭到拒绝后便开始以此为基地，劫掠巴尔干东部。与此同时，斯拉夫人也开始涌入帝国境内，甚至在584年和586年分别对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Thessalonica）这两座巴尔干最大的城市发动进攻，其足迹更远至伯罗奔尼撒。与波斯人签订和约后，莫里斯终于在592年亲自夺回西尔米乌姆。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的将军们不断在多瑙河沿岸获得胜利，数次击败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以及格庇德人（Gepid）。602年，罗马人又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对斯拉夫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到此时为止，莫里斯已经完成西部领土的改组，修复了帝国在东方和多瑙河的两条防线，整个东部地区似乎已经安如泰山。

不过，与他在这些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相比，莫里斯更重要的成就还在于对罗马军队进行了一次彻底重组。与三百余年后虽然写下了《战术》一书，但从未走上过战场的利奥六世不同，莫里斯从自己在巴尔干和东部前线亲自指挥的历次战役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无论是莫里斯在《战略》中写下的内容，还是其进行的改革都十分实用，而且全盘接受了自阿德里亚堡会战以来罗马军队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之相比，两百年前的韦格蒂乌斯（Vegetius）在写作《罗马军制》时，不仅没有接受当时那些不可逆的变化，反而还在字里行间不断追忆着军团的全盛时代，对于同时代的罗马军队大加贬低。三百年后利奥六世的《战术》则不过是《战略》一书的翻新版本，与莫里斯的著作相比，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后者整理了全书的结构，将早已不在帝国内通行的拉丁语词汇翻译成希腊语，并对各敌对民族的情况进行了更新，用新民族取代了那些早已消失的民族。

自从在提比略二世手下担任近卫军长官时起，莫里斯便与另一位将军查士丁尼受命对帝国军队进行改组，其具体细节已经无从得知，但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内容我们还是可以从《战略》一书以及后来的罗马军队身上看到。由于在过去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将领的私兵和由蛮族领袖直接率领的蛮盟部队，都曾给罗马带来巨大的灾祸。莫里斯在改组中首先取消了将军们手中的亲兵，从此之后，军队中所有百夫长级别以上的军官都要由朝廷直接任命，士兵则必须对皇帝本人宣誓效忠，其军饷也由国库直接支付。另外，完全独立的蛮族部队也被取消了。作为精锐的战斗力量，蛮盟士兵虽然仍被看作罗马军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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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部队不仅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且不再由自己的王公酋长们率领，而改由罗马的将军们指挥，使用与罗马人相同的战术。从实质上来讲，莫里斯取消了蛮盟部队的一切独立性，只将他们视作罗马军队中的精兵。在这两项改革之后，除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总督区的军队，所有的罗马军队都已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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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依照莫里斯《战略》中描述的操练方法绘制的罗马骑兵彩绘。这些既能够射箭又能够利用骑枪冲锋的骑兵，在后来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作为罗马军队的主力，保卫着帝国剩余领土



与此同时，莫里斯还为全体罗马军队制定了一套统一的编制体系。在此之前直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蛮族部队，还是罗马本土部队都没有一套稳定的战术体系。再加上将领的私兵们占据着重要地位，罗马几乎每一支野战部队都在使用不同的编制和战术。在莫里斯的改组中，他首先确定以“战队”“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所有的这些单位人数均在三百至四百人之间，使用的操练方式和武器也几乎相同，其名称不同的原因仅在于兵源和沿革的区别，事实上所有这些单位都是正规的重骑兵营。在营级之上者，即为骑兵团和骑兵师，其中后者为最大规模的战术单位，师长以上即为“将军”和“副将”，也就是全军的两位统帅。在这三个等级的指挥官中，营长和师长相对要担负更多的责任，其中营长要负责士兵的日常操练、维持军纪，师长则要负责指挥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与大规模的演习。在莫里斯的时代，所有营级以上单位都并非永久性的建制，而是在战役开始前才临时编组起来的。直到莫里斯死后的军区制改革之后，各部队才形成了与土地绑定的永久性建制。

除编制以外，莫里斯还为全体罗马军队制定了统一的大战术。他规定骑兵部队应组成两条战线，第一线为战斗线，第二线为支援线；第一线以完整的齐整正面进行攻击，第二线各师之间留出空当，在后方为第一线提供支援。若第一线失利，第二线便可以趋前为其提供掩护，以便第一线的败兵在其背后进行重组。同时，在两条战线的侧翼，还分别部署有两支侧翼支队，距离主力战线较近的被称为侧卫或迂回部队，负责在会战的正面战场上抵挡敌军的迂回，并尝试迂回敌军。较远的则被称为伏击部队，负责从战场边缘敌军无法观察到的位置对敌军侧翼和背后进行攻击。除上述部队以外，莫里斯还规定在第二线侧后方向要分别部署一个营来担任后卫。战场上的所有行动都以严格的纪律加以约束，任何部队都不得擅自冲锋、追击或撤退。这一套大战术体系就好像是军团全盛时期三线战术的复活，它既不依赖冲力也不依赖火力，其威力来自各部队协调一致的连续打击，冲锋和弓箭射击只不过是它向外延伸力量的手段。

[image: 040-01]
◎ 莫里斯为罗马骑兵部队制定的战术体系示意图



若从结果上来看，莫里斯所制定的这套战术和编制无疑是极为成功的。甚至于直到三百余年后，利奥六世在撰写《战术》时，也没有在战术方面对其进行任何修改，只是在建制方面将莫里斯时代的临时编制改成军区制下的永久性建制而已。从莫里斯于6世纪末进行的改组开始，直到1071年曼奇克特会战之前这长达五百年时间里，这套体系始终能够保卫罗马帝国剩余的大部分疆土，甚至于在曼奇克特会战惨败，军区制逐渐解体后，我们仍然能从由佣兵组成的晚期罗马军队中看到莫里斯的战术，其有效性完全能够与马其顿时代、军团时代等最负盛名的军事体系相提并论。约翰·富勒曾对莫里斯所奠定的这一体系做出极高评价：“尽管这个帝国具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有一个特长，即它的军事组织要比所有邻国都远为优越，否则它就不可能维持这样长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利奥六世两位皇帝，分别在579年和900年撰写了《战略》和《战术》两本教范，使战争艺术有据可循。毫不夸张地说，一直到19世纪，西欧都不曾产生过如此优秀的军事教范。”在译者看来，此二者中，无疑又以《战略》更为重要，而这本著作的诞生，不过是莫里斯改革的结果之一。

[image: 041-01]
◎ 罗马军队中的医疗人员。在当时的欧洲，罗马人是唯一在军队中单独设置医疗兵的部队，而这无疑也证明了罗马军事制度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先进程度



可即使是从《战略》一书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从查士丁尼一世后期至查士丁二世在位期间，大规模瘟疫带来的末日情绪、国库匮乏、朝廷对军队的忽视以及自4世纪以来的接连战败给军队带来的广泛恶劣影响。罗马军队早已失去了战无不胜的信心，士兵变得愈发敏感，士气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在莫里斯给将军们的建议中，与敌军进行会战成了下下之策，只要能以谈判、诡计、收买、伏击、奇袭或迂回对方交通线等任何方式来达成战役目的，便不应冒险与敌军进行会战。甚至在敌军进入罗马国土进行劫掠时，也不宜采用直接迎击的办法，反而应选择在对方劫掠后携带笨重的战利品返程时再对其发动进攻，或是干脆直接进入敌方领土进行报复或牵制行动。从这一点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两个问题：第一，此时罗马军队相对其他民族已不再像3世纪及之前那样占据绝对优势，在会战中的必胜信心也早已不复存在；第二，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会战失败的后果，无论是重建军队还是支付赔偿金或贡金，对罗马此时的财政而言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一点在莫里斯写下的“毫无理由地动员大批部队只能带来混乱和财政方面的灾难”这一句话中也可得到证明。毕竟我们必须记得，在古代的军事教范之中，提及财政问题的著作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莫里斯以及后来的利奥六世对于会战和攻势作战的谨慎程度，甚至在一千年以后，还被爱德华·吉本讽刺地评价《战略》及其后续的几部罗马军事著作是“为了避免失败，而非为了争取胜利而写”，在译者看来，吉本的观点也绝非毫无道理。

另外，莫里斯在整部手册中还不断建议将军们应采用各种办法来维持士兵们的士气，无论是以激励的方式还是利用士兵的迷信心理，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欺骗的手段。莫里斯还在文中提到，如果敌军比己方更加强大，便不应让士兵们在战前便知晓此事，而且还要利用地形尽可能让士兵看不到对方的阵容，以免他们丧失勇气。另外他还建议，从走出营地大门开始计算，重步兵在会战中前进的距离不应超过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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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他们便可能会被盔甲的重量所压垮累坏。从这些文字中，莫里斯显露出自己作为一位优秀将领的大量实战经验，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此时罗马士兵们的士气和坚韧程度已不再像军团时期那样坚不可摧。

[image: 042-01]
◎ 正在依照《战略》中所描述的龟甲阵进行操练的6世纪罗马重步兵。虽然他们相对于5世纪的罗马军队而言素质有了大幅提升，但似乎仍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军团步兵相提并论



话虽如此，相比4世纪屡屡败于蛮族之手的那支罗马军队，莫里斯手下的士兵们似乎又要坚强许多。那支军队中，由于蛮族士兵占比较大，将军们无法用严格的纪律加以约束，士气也十分低落。在发动冲锋或进攻时，他们抛弃了从马其顿时代便开始在精兵中奉行的一言不发、静默前进原则，改为利用呐喊或敲击盾牌的方式来鼓舞自己。要知道，对于训练有素、信心充沛的部队而言，静默前进不仅会令对方产生比呐喊更深刻的恐惧心理，也能够方便士兵们听清指挥官的命令，确保行动的协调。只有那些纪律不佳或士兵不够勇敢的军队，才会倾向于用呐喊来鼓起自己的勇气。从《战略》中建议将军们应以静默方式前进，而不应在与敌军接战前便放声呐喊的说法，以及莫里斯批评呐喊毫无用处的语气来看，直到这次改组之时，罗马人才恢复了静默前进的传统。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在莫里斯改组后，罗马军队的纪律相比先前要更加优秀一些。

在莫里斯完成改组之后，罗马军队终于褪去了4世纪至6世纪前期的蛮族联军面貌。如今他们重新拥有了固定的战术、编制以及严格的纪律，士兵们的训练水平也相对较高，可以在战场上执行不同的战术。与之相比，除波斯人以外其余的民族，尤其是西欧蛮族往往仅能使用一种办法来作战，而这种办法与其说是战术，倒不如说是传统或者习俗。也正因为如此，罗马人才能够利用《战略》和《战术》中有关于如何应对各民族军队的章节中那些相应的手段，来从容应对各民族一成不变的作战方式。对于莫里斯和查士丁尼两位将军对军队进行改组的结果，6世纪的史学家狄奥法纳斯（Theophanes）可以说是做出了最为精辟的评价。他说：“二人矫正了错误的事情，用秩序替代了混乱，简言之，即让所有事情都走上了正轨。”

[image: 044-01]
◎ 一幅表现莫里斯皇帝被叛军杀死的绘画，作于1790年左右



不幸的是，纵使莫里斯为罗马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其本人在登基后却并不为军队所欢迎，其根本原因则还是来自国库的亏空。593年，莫里斯为节约士兵津贴和补给开销，曾下令让军队在多瑙河北岸，也就是罗马境外宿营过冬，希望军队能够自行通过抢劫或是征发的方式来解决给养问题，其结果便是爆发兵变，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一年以后，莫里斯又试图取消发给士兵们购买武器和服装的津贴
[4]

 ，改为由国家统一发放兵器。为了讨好士兵，他还承诺阵亡将士的儿子可以顶替父亲加入军队，以解士兵们的后顾之忧。对这种连权宜之计都很难算得上的承诺，士兵们自然不会买账，结果皇帝只好又一次做出让步。到602年，已经在位达二十年之久的莫里斯再次命令军队在多瑙河北岸过冬，结果这一次，军队不仅再度发生兵变，甚至直接开进了君士坦丁堡，残杀了莫里斯和他的全部子女，给这位《战略》的作者，东罗马军事体系的奠基人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

莫里斯死后，波斯大王库思老二世立刻以为莫里斯报仇的名义入侵罗马，引起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战祸，直到628年才告终结。这场战争中，职业军队逐渐变成了与土地绑定的农兵，在莫里斯的总督区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农兵为基础的军区制。到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时，罗马绝大部分领土都已被划为军区。到此时为止，马略改革的一切影响，都从罗马军队身上彻底消失。而在这支注定要保卫帝国数百年的新罗马军队身上所留下的，除希拉克略建立的农兵军区制以外，便是莫里斯所制定的战术和编制，它们作为两根擎天立柱支撑着整个帝国，直到1071年曼奇克特会战惨败才终于倒塌下来。




[1]
 第一个“永久和约”于查士丁尼在位时与库思老一世签订。


[2]
 原注：提比略二世为补充蛮族精兵，甚至还专门下令从国内购买了大批蛮族奴隶，将他们释放并组成军队。


[3]
 本书中所有的“里”均为罗马里，一罗马里在帝国各地所代表的距离也不一样，在帝国东部通常约为一千四百米至一千六百米。


[4]
 这种津贴在《战略》中也有所提及。



引子

我国军队的境况长期以来为人忽视，甚至已经完全被人遗忘
[1]

 。接掌部队指挥权之人就连最基本的事务都不了解，并因此遭遇重重困难。有时人们会批评士兵缺乏训练，有时又会批评将军缺乏经验。因此，我们决心尽自己所能，写下一些简洁明了的语句，结合古籍著作以及本人有限的服役经验，尽可能使其对军队有用，而非着眼于华丽的辞藻。在此过程中，我们绝不会装模作样地提出什么新鲜理论，或是想要更正前人观点。对于古人
[2]

 留下的著作而言，无论我们是将它们转告于博学且经验丰富的士兵，还是借其观点来与门外汉讨论某些议题，或是向后辈传授基础知识，都十分有必要。根据笔者判断，如今我们绝不能忽视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那些想要带领军队走向成功之人所必须知晓之事。因此，我们决定为那些献身于将道的人们写作一部适当的入门读物或是手册，如果他们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更多、更加详细的知识，则需要去阅读古代的战术理论。如前所述，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不会在辞藻或文字流畅性方面花费太多精力，毕竟我们所写的并非神圣经文，因此我们也会更加关注实用性和表述的简明。秉承着这种观念，我们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拉丁语词汇或日常军事用语中的其他表达方式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我们的课题。
[3]

 如果在这部书中，能有任何部分对众人有用，那就让我们感谢万能的上帝，是他赋予了我们理解这些课题的能力。如果有哪位将军，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勤勉，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些课题，就让我们再次感谢一切美好事物的施予者——上帝，并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

首先，我们恳请各位将军，将自己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争取上帝的关爱和公正
[4]

 。在此基础上，将军们应极力争取上帝的青睐，否则无论他的计划看起来如何无懈可击，也无法顺利执行；无论他认为敌人如何弱小，也无法将其击败。即使是一位最好的舵手，在风向不利时也绝对无法施展出自己的出色技艺。而他在得到上帝庇护的情况下，一切条件都将变得顺利，此时他才能毫无困难地为船只掌舵。良将们身上的情况也大抵相仿，倘若将军能够夜以继日地发挥出自己在战术和战略上的技艺，他便能让军队对自己信心十足，足以让鼓起勇气的士兵去面对敌人所能施展出的任何诡计。只有上帝的保佑，才能让将军占据优势，并让他的计划顺利实施。而为了赢得上帝青睐，将军必须冷静沉着，衣食必须简单朴素，随从人员也不得铺张浪费。在处理军务时，他必须勤勉且不知疲倦，绝不能慵懒或是粗心。即使在面对最困难的局势时，谨慎和坚韧也完全能够让他轻易渡过难关。但如果他不在意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早晚会成为致命伤。

身为将军应经常审视自己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并以稳妥的方式迅速确定解决办法。因为机遇正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在下属面前，将军必须始终保持心平气和。倘若他在处理因胆怯或大意而违反军纪之人时过于宽厚，那么他便绝不能指望别人将自己视作良将，因为良将是绝不会纵容胆怯或者懒惰的。另一方面，他也绝不能在没有全面、公正地调查之前便急于惩处士兵，否则便无法显示出自身的稳重。这种情况只要出现一次，就会让士兵蔑视将军，而且带来抗命的结果，倘若接二连三发生，更会导致士兵的怨恨以及其他一系列后果。上述两种错误都是很极端的，合理的办法是恩威并施，即在确认了违纪者的错误后，再施以合理的惩罚。在理智的士兵们眼中，这便不是惩罚，反而更像是矫正错误的措施，有助维持军纪。




[1]
 译注：本书著于579年左右。查士丁尼一世在位后期，即540年至565年之间，罗马因两次严重的瘟疫，导致国家人口减少四分之一，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军队人数也从近三十万人逐渐减少至查士丁尼去世时的十五万左右，同时由于军饷、训练不足，而且自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两位名将之后，罗马再无一位能力出色的指挥官，军队素质和士气均一落千丈，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所征服的大片土地也相继丧失，而军队也因为地位下降而变得无人过问，直到莫里斯受提比略二世之命重整军备。莫里斯在文中所指的，正是罗马军队这一段低潮时期。


[2]
 译注：莫里斯时代所指的“古人”，即为那些希腊时代、罗马共和国时代和帝国早期时代的人物。


[3]
 译注：《战略》一书以希腊语写作而成，但其中一部分专业词汇和军官的口令还是使用了拉丁语。另外，书中还有一些沿袭自蛮族雇佣部队的外来语词汇。自查士丁尼一世之后，罗马皇帝均以希腊语作为母语，而希腊语本身也始终都是帝国东部的通用语。


[4]
 译注：自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的393年起，基督教便已成为罗马的国教。莫里斯生活的时代，古老的多神教早已销声匿迹，而所有专著中也都会写有恳求上帝保佑的字眼。



第一章　概述
[1]



一、士兵的个人训练

士兵们都应接受在站立姿态下快速射箭的训练，无论以罗马射法还是波斯射法
[2]

 皆可。对于射出箭支的威力而言，拉弓速度
[3]

 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一点极为关键，而且有必要在骑马时也让士兵进行这样的练习。事实上，即使士兵们能够准确瞄准目标，但如果箭速和射速过低，也没有任何意义。士兵们应该练习以站姿在一定距离上射击一根长枪或其他类似目标，另外他还要练习在骑马飞驰的过程中，向前后左右快速射箭，此外还要练习跳上或跳下马背。在每次骑马奔跑时，士兵都要使用自己的弓射出一至两箭，如果弓囊够大或是此人使用半包裹式弓囊，就应把没有摘下弦的弓放进弓囊，拿出平时背在后背上的骑枪，之后再快速将其放回后背，重新换回弓箭。士兵们骑马在己方领土上行军时，我们应让他们反复进行这种训练，而这种训练本身既不会妨碍行军，也不会累坏马匹。

二、骑兵所需的武器和基本装备

在士兵的个人训练顺利进行的同时，指挥官也必须为士兵提供武器和装备。下一年战役中所需的装备，必须在冬季宿营期间就准备好。每一个士兵都需要配备与自己的级别、军饷、补贴相匹配的装备。而这对于师级（Mero）、团级（Moira）
[4]

 、营级（Tagma）指挥官，以及百夫长（Hekatontarch）、什长（Dekarch）、伍长（Pentarch）、组长（Tetrarch，指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四个人）
[5]

 以及领主家兵（Bucellary）
[6]

 和封建部队而言就更为重要。士兵们必须装备兜帽式护颈，长及脚踝，可用皮带和锁扣系紧的身甲以及相应的盔甲箱，头盔上也要有羽饰。士兵们的弓箭拉力必须与各自臂力相适应，不能强求重弓，也不能像更多情况下那样取巧选择轻弓。弓袋必须足够宽大，能够在必要时容纳已经上好弦的弓，而马鞍两侧的袋子里也要准备好备用弓弦。箭囊必须拥有遮盖物，其中可容纳三十至四十支箭，箭囊的背带上也要备好锉刀和锥子等工具。士兵们使用的阿瓦尔（Avar）式骑枪应在枪杆中部配有皮质背带，枪尖附近配有飘带。最后，除了骑兵本人要拥有佩剑以外，战马也应该拥有亚麻在外、羊毛在内的护颈。对于那些不善使用弓箭的外族部队
[7]

 ，则应让他们配备骑枪和盾牌。让家臣部队装备铁手套，并在马的鞍带和胸带上加挂流苏。将小旗挂在自己铠甲肩膀部位的做法也十分不错。原因在于，一位士兵的武器越是华丽，他对自己的信心就会越强，而他对敌军的恐吓作用也会更大。

除外族人以外，所有年龄不超过四十岁的青年罗马士兵，无论他们使用弓箭的射术高超还是泯然众人，都必须拥有弓箭和箭囊。士兵们还应拥有两支骑枪，以便在第一支丢失后还有备用之物。武艺不精之人应使用拉力较轻的弓箭。待一段时间之后，即使是不知如何射箭之人也能够学会射箭技巧，而这也是他们必须学会的技巧。

战马，尤其是军官、一些特殊部队以及位于战线前排的战马，都应在头部配备铁质的护额，以及铁质或毛毡制成的护胸，至少也要装备阿瓦尔人使用的那种胸革和护颈。

马鞍必须配备面积够大而且厚实的鞍布，缰绳也必须是精工细作之物。马鞍应配备两个铁制马镫（Skala）、一套绑马绳索以及一个足够容纳士兵三四日所需给养的鞍袋。在马背的绑带上应配有四个流苏，另在马头和下颚两处分别配备一个。

士兵们的服装，尤其是束腰长袍，无论是由亚麻、羊毛还是粗毛制成，都应该足够宽大、厚实，并依照阿瓦尔式样剪裁。只有这样，这些长袍才能被系紧起来，覆盖膝盖，并在骑马时表现出整洁的外貌。

士兵们应按照军队中的规定为自己配置随从，奴隶或自由人皆可，那些因此领受了津贴的士兵更应如此。在分发军饷时，对随从和他们的武器应随士兵一同进行登记，同时还应询问这些人是以何种名义来领受津贴的。如果士兵们无视命令，没有给自己配置随从，军队在战时就必须分派一部分士兵到行李纵列去，战斗人员的数量也会相对减少。即使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士兵无法负担随从的佣金，也应让三四名士兵共同雇佣一名随从。用来背负盔甲和营帐的驮兽方面也应做相应的安排。

每个骑兵师所使用的军旗均应为同一颜色，每个骑兵团使用的飘带也应为同一颜色，只有这样，各营才能方便地识别出自己所在部队。另外，军旗上还应绘上其他一些方便辨认的标识，以便士兵能够快速识别出各师、团、营等单位。师长（Merarchs）个人的将旗更应格外显眼，使士兵们从很远距离上便可看清。

统帅必须在行李纵列中准备一些额外的武器，尤其是弓和箭矢，以补充战场上的损耗。

在冬季宿营期间，如果当地无法方便地获得补给，那么各营长就应该统计所需补给的数量，并告知自己的师长，手下部队需要多少战马、武器装备。只有这样，将军才能及时为士兵们准备补给。

在收纳盔甲时，除皮革包袱以外，士兵们还应准备一个较轻的柳条袋。在会战或进行突袭时，这个柳条袋应挂在马鞍后方，战马的腰腿之间。这样一来，即使某位战士运气不佳，与自己的备用战马失散超过一天，盔甲也不至于因得不到保护而发生损坏，士兵也不至于被迫长时间身穿盔甲而精疲力竭。

三、军官与士兵的各种称呼

上文我们已经对士兵的个体训练和相应装备进行了叙述，接下来有必要对军官、部队、士兵的称谓进行说明，这也是讲解战术体系的重要部分。我们之所以要对此进行专门说明，目的在于使读者们能够对这些名称获得更精确的了解，不然在第一次听到这些名称时，读者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含义。

首先，全军的统帅被称为将军（Strategos）；地位仅次于将军之人被称为副将（Hypostrategos）。师级指挥官被称为师长，团级指挥官除团长（Moirarch）以外，还被称为公爵。一师下辖三团，各团则由伯爵（Comes）或护民官（Tribune）指挥的营、骑兵卫队（Arithmoi），或战队（B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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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首席百夫长（Ilarch）地位仅次于伯爵和护民官。百夫长负责指挥一百人，什长指挥十人，伍长指挥五人。被称为卫兵的组长负责指挥后卫，同时他也是每行最后一排士兵。旗手负责背负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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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徽标，其手下还有一名副手。在精选军（Optimates）中，团长还被称为分队长（Taxiarch）。另外精选军中的辅助士兵或持盾兵被称为武装侍从（Armati）。

“攻击部队”（Koursores）一词用于指代那些从战线中冲向前去攻击撤退敌军的士兵。“防御部队”（Defensores）则用来指代那些跟在攻击部队后方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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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既不冲锋也不解散行列，始终以整齐队形前进，直到攻击部队被迫后退时给予支援。“医疗兵”（Deputatoi）即为跟在战线后方抢救、照料伤员的人员。“宿营组”则是在大部队前方勘察地形、寻找良好道路并确定宿营地点的人员。“测绘组”负责丈量土地、架设营地。“侦察兵”负责探听敌情。“侧卫”的任务则是保护第一线部队两翼的安全。“迂回部队”负责包抄对方侧翼。“行李纵列”则包括士兵的给养、随从、驮兽以及其他牲畜。

四、军队的组织和军官的分配

在依照规定将士兵们武装起来，并为军队准备了必要的供给，军官和士兵的隶属关系也已确定后，统帅便要将全军编组为各级作战单位，并分配指挥官去指挥各部队。

骑兵营人数应在三百至四百人之间，担任营长的伯爵或护民官必须谨慎能干。在营级之上的骑兵团或千人队（Chiliarchie），依照军队整体规模的不同，人数应在两千至三千人之间，由足以胜任的团长（也被称为“公爵”或“千夫长”）负责指挥，这位指挥官本身也必须足够谨慎自制。各骑兵团则应被分别编入三个兵力相当的骑兵师，各师长也被称为“指挥官”（Stratelate），此人必须谨慎、现实，有着丰富的经验。如果可能，还应该能够读写文字。这些素质对于负责指挥位于战线中央那个师的师长，也就是全军副将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在必要情况下，他很可能会接掌全军指挥权。

这样一来，整支军队便以如下层级被组织起来。首先，骑兵们被编入骑兵营，营以上为团或千人队，各团被编入人数均等的左、中、右三个师。在统帅指挥下，这三个师将在会战中组成一条战线。除精选军的战队以外，营级部队人数不应超过四百，团级部队人数不应超过三千，骑兵师人数不应超过六千或者七千。在军队规模更大的情况下，多余的部队应被布置在三个师以外，或用来组成第二条支援线，或用来保卫各师的侧翼和后方，也可以用来伏击或迂回敌军。师或者团级部队人数不应过多，倘若这些部队过于庞大，延伸距离过长，就很可能发生混乱。

各营人数不应相等，不然敌军就可以通过清点营旗数量轻易掌握我军的规模。不过即使如此，上述的规则也应得到遵守，即各营人数不应多于四百人或少于两百人。

五、营级指挥官应如何挑选下级军官并将士兵编入各行

在全军编组完毕后，营长必须将全营编为若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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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中之重的是，营长必须挑选出品质优良、勇气出众之人来担任百夫长，尤其是地位仅次于营长的首席百夫长，更应严格挑选。之后营长还要挑选出各位什长，他们必须足够英勇，擅长白刃搏斗，若可能的话还应善使弓箭。伍长和组长的素质也应以此作为参考。最后，营长还应为每行安排两名后卫，以及五名素质优秀的士兵。其余士兵无论老兵还是新兵，都应被分配至各行中。此后，营长应将素质最优的那些士兵，依照相应素质排列，最优秀者位于各行的第一排，其余人相应编入后续各排。

营长应选出两名机警的士兵来担任传令兵，另外还要选出两名旗手。其人选应从各行中挑选而来。如果营中没有随从，较穷的士兵就应被分派去照料驮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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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负责三至四头驮兽。营长还要从普通士兵中选出一位能力优秀者，让他背负一面军旗，引领整个行李纵列或驮兽前进。最后，指挥官还必须决定哪些行应被安排于右翼，哪些应被安排于左翼。

六、应对士兵们宣讲的军规

在各营及下辖各行编组完毕后，什长应带领士兵集合。如果士兵们早已对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军规有所了解，那自然很好。可如果并非如此，那么营长就必须准备一份书面说明，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向士兵们宣讲：

（一）违抗伍长或者组长命令的士兵必须受罚；违抗什长命令的伍长和组长，或违抗百夫长命令的什长，也同样要受罚。

（二）若有士兵胆敢违抗营长，即伯爵或护民官的命令，必须受到重罚。

（三）若某位士兵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应向营长申诉。若是他受到营长的不公正待遇，则应向更上一级指挥官申诉。

（四）若某人休假超期未归，他应被开除出军队，并交由民事政府处置。

（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任何士兵胆敢参与、策划或煽动反对指挥官的阴谋，或是参与兵变，就必须受到重罚，尤其是阴谋或者兵变的领导者。

（六）若某人在受命守卫城市或要塞期间出现背叛行为，或违抗指挥官命令逃离岗位，应被处以极刑。

（七）若某人被发现想要叛逃至敌军阵营，则不仅是他本人，所有知晓此事之人都必须处以极刑，因为这些人同样犯有知情不报之罪。

（八）若什长下令后某人拒不服从，此人应该受罚。倘若此人是因为不知晓命令而无法执行，那么就应以命令传达不周之罪惩处什长。

（九）任何人发现走失的驮兽或无论大小的任何物件，若不将其上报并交给指挥官，都应受到惩罚。不仅此人，所有知情者都应受罚，因为他们也同样犯了盗窃之罪。

（十）若任何士兵导致纳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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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之后也没有支付赔偿金，这名士兵应受罚支付双倍罚金。

（十一）若有士兵领受相应津贴却没有将其用来购买武器，而什长也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或上报营长，则该士兵及其什长都应受罚。

七、应对营长们宣讲的军规

（十二）所有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者都应依法受到惩处。

（十三）任何无故导致士兵受伤的营长都要支付两倍赔偿金，导致纳税人受伤也同样应支付两倍赔偿金。无论在冬季宿营、平时宿营还是行军作战时，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只要导致纳税人受伤而又没有给予对方合理补偿，事后必须缴纳双倍罚金。

（十四）在战时，若营长放任一名士兵返乡休假，营长需支付三十诺米斯马塔（Nomis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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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金。冬季宿营时，营长可允许士兵返乡两个月至三个月；和平时，营长可允许士兵在行省境内自由休假。

（十五）受命防守城市或要塞的营长，倘若在城池尚能坚守的情况下投降或撤退，除非是士兵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否则他必须接受重罚。

在宣讲了这些军规后，营长应将全营集合起来排成战斗队形，而对战时触犯军规者施以的惩罚，也应在此时告知下属。

八、战场上的军规

在全营组建完毕后，还要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宣讲如下军规：

（一）在全军排列战线或与敌军交战的过程中，倘若士兵有临阵脱逃、私自冲锋、洗劫尸体、私自追击敌军、私自攻击敌军行李纵列或营地等行为，则此人应以破坏队形及背叛战友之罪处死，他所抢劫到手之物也应充公，作为全营的公共财产。

（二）在大规模行动或会战中，倘若我军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被敌方击退（愿此事永不发生），则整个战线中首先逃跑的那个营，由于破坏战线秩序，并导致全师溃败，应由其他营派出人手，对该营士兵处以“什一律”的刑罚，即十人中抽出一人处死。倘若被抽中的士兵中有人已经在战斗时受伤，则此人应被免除惩罚。

（三）若军旗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被敌方缴获（愿此事永不发生），负责保卫军旗之人就应受到惩罚，贬至其所在单位中的最低军阶或见习人员。若这些士兵中有人在战斗中受伤，则应免除惩罚。

（四）倘若全师或全军都被击溃（愿此事永不发生），若战场距离军营不远，而士兵们没有撤进军营并在此据守，反而漫无目的地逃往其他方向，这些士兵就应被以抛弃战友之罪受到惩罚。

（五）若士兵在战斗中丢失武器，此人应被以解除自己武装并为敌人提供武器之罪受到惩罚。

九、在没有敌军行动的我方领土上应如何有序行军

在附近没有敌军行动的情况下，一支大军不应被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区。因为士兵们空闲时间过多时，很可能酿成叛乱或其他不当行为。

即将与敌军交战时，军队无论是以团为单位还是以师为单位，都必须以战斗序列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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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我方领土还是在敌军领土，以战斗序列行军对于士兵而言都要更为安全。必须注意的是，各团应将自己的行李纵列布置在自身队列后方，而不能与其他部队的行李纵列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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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敌军距离尚远时，我军应以团或师为单位各自单独行军，而不应将全军集中在同一地区，否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饥荒，饲料也难以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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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敌人也很容易估测我军人数。接近到距离敌军大约六天、七天或十天路程之后，各部队便应开始互相靠拢，同时依照本书后面关于宿营的章节之规定，设立军营。

若我军前往一片地形不明的地区作战，测绘组应前出至全军前方一天路程的距离上，寻找可供宿营之处，并公正地为各师分配驻地。宿营组也应领先全军一天路程，寻找水源和草料来源。

在遭遇破碎地形、峭壁、浓密森林或其他难行的地形时，应派出部分士兵在全军前方尽可能清理或铲平地面，以确保战马不至于过分疲劳。负责此事的士兵，不应从侦察部队或其他特殊部队中抽调。

军队行军时，将军本人应位于军队前部，并将精选士兵置于自己身前作为荣誉前卫。这些士兵应拥有备用战马及表示自己作为将军家臣的旗帜。紧跟在统帅后方的则是佩剑侍从（Spatharioi）和其余亲兵，再后方便是他们的行李纵列。各师、团指挥官无论是单独行军还是与大军一同行动，都应以同样方式安排行军纵队。

在未知地区遭遇渡口或其他天然障碍时，宿营组应在全军前方进行侦察，并在对当地进行初步侦察后向将军汇报地形情况，之后由合适的军官来安排渡河等事宜。若该地的地形过于难行，将军则应脱离行军纵列留在后方，直到全军安全通过后自己再随军进发。不过只要附近存在敌军，统帅便不应如此行事，而改由各师的师长监督属下部队安全前进。倘若不做这种安排，士兵们便会争先恐后地想要先行通过，而这只能造成混乱和伤亡。

行军时必须注意保护耕地，不可随意穿行，也绝不能给纳税人造成任何损失。若情况特殊，军队不得不穿过耕地时，将军便应命令各团长或营长留在后方监督手下各营通过，直到将耕地安然无恙地交接给下一位指挥官之后，他才能离开此地。在他之后的各位指挥官也要依此行事，只有这样，将军才能保证军队秩序以及农民的安全。

有时军队穿行的地区十分荒凉，士兵可能沿路遭遇或吓跑野兽，此时必须禁止士兵追杀这些野兽，因为追杀野兽所能带来的不仅只有噪音和混乱，还会无谓消耗战马的体力。不过在和平时期，士兵们有必要进行狩猎的训练。

在军队规模较小时，将军应尽可能躲过有人居住的地区，选择其他路线行军，无论居民是敌是友。这样一来，军队便有可能躲过间谍的监视，使敌军无法获得我军情报。




[1]
 译注：以下各章除最后一章外，莫里斯写下的所有内容中的描述对象均为骑兵，“士兵”一词所指代的也是骑兵，而非包括步兵在内的全体士兵。因为在6世纪时，骑兵已经成为罗马军队中最主要的力量，步兵仅被视作辅助力量，很多会战也是完全由骑兵来打的。


[2]
 译注：所谓“罗马射法”，即为用拇指拉弦，再用食指或中指扣住拇指的射箭方式，多为游牧民族使用，而罗马人也是自西徐亚人等游牧民族学得这种射法。这种射法今日往往被称为“蒙古射法”。“波斯射法”则是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拉弦的射箭方式，今日被通称为“地中海射法”。


[3]
 译注：此处所指的拉弓速度为将弓拉满的速度，莫里斯认为能够快速将弓拉满的人，既能发挥出弓箭的威力，也能加快射箭的速度。


[4]
 译注：“Moira”一词常被译为“旅”，但由于后文中莫里斯指出该级部队同时也被称为“千人队”，而该词又是源自古代马其顿军事体系中方阵步兵团的称呼，因此本书中我们也将“Moira”翻译为“团”，而非“旅”。


[5]
 译注：“Tetrarch”一词直译应为“四夫长”。


[6]
 译注：即不效忠罗马帝国或皇帝，只宣誓效忠于各自将领的私兵，其兵员以蛮族佣兵为主。事实上莫里斯在自己的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大幅削减了这类部队的数量，规定士兵的效忠对象必须是皇帝本人，同时还重新树立了本土士兵在军队中的多数地位。


[7]
 译注：此处所指代者主要以哥特人、格庇德人和伦巴第人为主。西徐亚人、匈人等民族虽然也是外族部队，但却十分善于使用弓箭。


[8]
 译注：“Bandon”一词为希腊语，对应拉丁语为“Bandum”，源自日耳曼词汇，原意为“军旗”。在作为部队单位时，“Bandon”指代一个营级部队。有些中文译作将该词译为“旗队”，但由于本书将以罗马军旗为词源的“Vexillation”一词译为“旗队”，而相当于营级的“大队”一词在用于罗马军事体系时又被专门用来指代原先军团体系下的步兵大队“Cohort”，因此本书采用了“战队”一词来翻译“Bandon”。


[9]
 译注：指代全体营级单位。莫里斯在《战略》一书中经常混用“战队”“营”以及“伯爵”“护民官”等意义相同的词汇。但通常而言，莫里斯会使用“战队”来指代那些不被排列在主力战线之中，而被列在侧卫和迂回部队之中的部队。“营”则用来指代正面战线中的部队。


[10]
 译注：攻击部队和防御部队指代的实际上是在一次全体冲锋之后，对敌军进行追击时的部队任务区分。按照莫里斯的看法，追击败退敌军时，即使第一线也仅应以部分部队快速向前推进，其余部队则应跟随在后方提供掩护，以提防敌军重整旗鼓，翻身再战。


[11]
 译注：即一个纵列。


[12]
 译注：通常而言，贫穷的士兵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会比较差，因此常被派作他用。


[13]
 译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罗马帝国中奉行“当兵者不必纳税，纳税者不必当兵”的制度。莫里斯在改革时曾试图将其取消，但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


[14]
 译注：诺米斯马塔为拜占庭时代的罗马金币，1诺米斯马塔相当于12.6克黄金。


[15]
 译注：所谓以战斗序列行军，就是让士兵们组成与横排的战斗序列相同的队形，但所有士兵面朝左翼或者右翼，以纵队行军。只需一声令下，士兵们便可凭借简单地原地转向，迅速恢复战斗序列。


[16]
 译注：这也是让军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战斗序列的一种办法。在需要组成战线时，各团的行李纵列只需向一侧移动，便可退出战线。倘若所有行李纵列都被集中在一起，无论是位于全军中央还是后方，都会干扰到军队组成战线的过程。


[17]
 译注：因为一块地区所能产出的粮食和草料有限，军队在通过某一地区时，需要从当地人手中购买或征发粮食，若通过一块地区的军队人数过多，粮食便会不够用，而必须依靠军中携带的给养或者从后方运输，非常容易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



第二章　骑兵战斗队形

一、排布两条战线的作用和必要性

在一场大规模骑兵战中，倘若一位将军将全部骑兵都排进一条单独的战线，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那么此人肯定要算是有勇无谋。会战并不像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单凭人数、勇气或单纯的进攻就能获胜。上帝在上，会战必须凭借战略技巧才能获胜。战略让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和空间，出敌不意地使用各种智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战略艺术的熟练运用，不仅是在战争中幸存的必要技能，也是一位智勇双全之将的主要特点。这种技艺不仅让将军们能够维持军队的秩序和协调，能在变换战斗队形或发动进攻时保证军队安全，而且还能让将军免受敌军诡计的威胁，甚至还可能将计就计，利用敌人的诡计来对付他们。正是在考虑这些因素后，先代的军事学者们才将军队编成了团、师或者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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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像今天的阿瓦尔人和突厥人那样编组成拥有两条战线的战斗队形，以便任何位于第一线的单位在即将支撑不住时，都能很快得到支援。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都不会将军队仅排成一条战线，那样无疑相当于将数以千计的骑兵命悬一线。正因为如此，罗马人和波斯人才将部队排成两条战线，有时甚至是三条，为各部队提供足够的纵深，尤其是在军队人数庞大之时。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够面对任何情况。在我们看来，将所有骑兵全部排列进一条战线，无异于自取灭亡，而这一点在军队仅拥有枪骑兵时尤为突出。在军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仅排一条战线会导致战线过长，部分士兵必定会被布置在不适合作战的地形上，而战线过长本身也会导致部队秩序混乱，难以驾驭。这样一来，各单位之间便很难协调作战，战线在与敌军接战前就很可能自行破碎了。倘若遭遇敌军迂回或者奇袭，单条战线会因为缺乏预备队来保护第一线，其后方和侧翼也完全没有掩护，只能依靠前线部队掉头来对付这些威胁。

不仅如此，在实际战斗中，倘若战线延伸过长，那么全军的指挥官便无法准确掌握整个会战的情况，不少士兵也能够借此机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逃出战场，从而给其他士兵留下撤退的借口。一旦士兵们真的开始撤退，便再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逃跑或者让他们重整旗鼓，因为在仅有单条战线的情况下，第一线的撤退即相当于全军溃败。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仅排出一条战线的部队似乎也能获得会战胜利并将敌军击退，但他们在与敌军短兵相接时阵线必然也曾四分五裂，追击也只是在混乱中进行。如果撤退之敌在此时像西徐亚人经常做的那样，调转方向反扑追击者，又或者其他军队突然伏击了追击者，则追击者必将被迫逃跑，因为军中已无人能够阻挡这些奇袭。将全军排入一条战线，乍看之下似乎也会带来一个优势，但实际上这个优势也仅仅是流于表面。这个优势所指的是，当敌军从远距离观察时，可能会认为我军规模十分庞大，而且这种阵型似乎也很容易包围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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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实际上，这种包围行动同样也可以用后文中我们将要介绍的办法来完成。我们相信，只要人类理智尚存，就能找到大量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后文图示的双线阵型（其中一条为支援线）。首先，在知道自己背后拥有第二线保护，侧翼拥有侧卫保护的情况下，第一线士兵会更英勇地战斗。其次，在知晓背后还有第二线的其他士兵时，第一线士兵也不容易临阵脱逃，因为背后的士兵能够清楚地看到是何人逃跑。实战中，这一点往往非常重要。在第一线撤退或者被敌军击退时，第二线可以支援第一线或为其提供掩护。这样一来，将军便可以在战场上重新集结部队，打退一度击败自己的敌军。而我们在追击敌军时，也可以确保自身更加安全。当敌军反扑时，倘若有来自其他方向的奇袭，第二线便可坚守阵地，加入到战斗中，确保第一线安全。不仅如此，即使在第一线完全溃败、无法重整旗鼓时，第二线也仍能保持优良的秩序，趋前与击溃了第一线的敌军交战。如前所述，此时的敌军因先前的战斗必然已经阵线脱节、秩序混乱，而第二线生力军所要面对者正是这样的敌人。采用两条战线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事实上并不在于与数量相近的敌人交战，而在于与数量比自己更多的敌人交战，其原因也将在后文的图示中加以解释。

可能有些人会辩解说，如果第一线已经陷入混乱并被击退，那么第二线也很可能会被撤退的第一线冲乱。我们对此的回答则是，如果连拥有两条战线都无法挽回败局，那么如果我军只有一条战线，而这条战线又已经崩溃，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反对者还会说，把军队分成两条战线，肯定会因分兵而导致战斗力削弱。倘若分兵之后，一半军队便不再参与战斗，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有道理的。可事实上，我们只是改变了军队的阵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兵。我们只是将原先那支排成一条漫长而又薄弱战线的军队，重新排列成了两条战线，并没有让任何部队退出战斗，只是改变了部队配置，以便按照我们的办法，增强军队战斗力。

二、战线中各营的部署

如上所述，一支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无论规模大小，都应被编组成若干骑兵团、骑兵师，或者大小不等的战团。毫无疑问，将军们必须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智慧，避免与一支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正面会战，尤其是敌方民族在作战时也同样拥有严明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情况下。如果我军由步兵组成，便应如本书后面相关章节中所描述的方式布阵。若我军完全由骑兵组成，而敌军也同样为骑兵部队，便应将部队排列为三条战线。被称为“前锋”（Promachos）的第一线应被等分为三个师，每师拥有三个团。中央那个师的师长由副将担任，左右两翼的两个师由另两位师长负责指挥，三人都应位于手下团长之间的中央位置。

三、攻击部队与防御部队

各师中负责进攻和防御的部队比例，应以位于两翼的三分之一部队负责主攻，这些部队最好是马弓手，而位于中央的三分之二则负责主守。

四、侧卫和迂回部队

作为经常被敌军包抄、迂回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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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骑兵师应在自己的左翼部署两到三个战队作为侧卫，其正面位置与全师齐平，而右侧骑兵师则应在自己的右翼部署一到两个战队的马弓手作为迂回部队。被称为支援线的第二线拥有全军三分之一的兵力，组成四个师，依照后文中的图例布置，互相间隔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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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程的距离。另外，这几个师还应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随时应付来自后方的攻击。第二线两翼的两个师，也应该各自分派一到两个战队，将其布置在自己背后一箭射程的距离上作为第三线，也就是后卫。为确保第二线各师在前进时能够始终保持正面齐平，而且不会因互相之间距离过大而发生混乱，师与师之间应布置一个战队或更多部队来覆盖整个间隔空间，这样还可以让第二线看上去像一条完整的战线一样强大。依照军队规模的大小不同，这些填补间隔的骑兵应有至少两排纵深，理想情况下应有四排或更大的纵深。在第一线部队需要从间隔中撤退，寻求第二线保护时，这些部队便应后退到后卫线上，以便空出间隔供第一线撤退。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能够为撤退部队留出空间，还可以阻止那些想要退到更后方的逃兵。更重要的是，在退至第三线后，他们便可以协助后卫们抵挡后方敌军对第二线的骚扰，以确保支援线的完整。在我军人数只有中等规模，也就是五千至一万或一万两千人的情况下，第二线应组成两个师而非四个，二者之间仅为撤退部队留下一条空当。若全军人数不足五千，则第二线仅组成一个师即可。

五、对敌军后方或侧翼的伏击

除上述部队以外，我军还应在两翼之外，分别布置三到四个战队的伏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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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布置方法本书另有介绍。伏击部队不仅用来防御敌军对我军左翼的伏击，而且在合适的地形环境下，也可以用来伏击敌军右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适当时间对敌军侧翼和背后发动进攻，要远比正面冲锋更具效力和决定性。倘若敌军规模比我军更小，则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很可能会给敌军造成巨大伤亡，因为其部队在正面受挫撤退时将难以找到安全位置进行重组。即使敌军人数与我军相当或是超过我军，对方也会陷入巨大困境，并产生伏击部队人数众多的错觉。除非必要，一支小规模军队不应与组织齐整且人数占优的敌军正面作战，但在不得不挺身而战时，即使敌军数量占优，我军也绝不能将所有部队全部集中在正面，而应对敌侧后发动进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敌人，哪怕敌军数量比我军更少，单纯的正面交战都将会十分危险，而且胜负难料。

总结而言，全军所有骑兵营都应按照上述方法排列成两条战线，尤其是在军队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全军应被分划为防御部队、攻击部队、侧卫、迂回部队、伏击部队、支援部队以及后卫。

六、阵型纵深

在阵型纵深这一问题上，正如古时的军事学者们所言，各骑兵营只要排成四排便已足够，更大的纵深并无任何意义。这种说法的起因在于，骑兵不像步兵那样，可以由后排士兵推挤前排士兵，使前排士兵不得不继续前进。战马不可能用自己的头颅去推挤前排另一名骑兵，位于第一排的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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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得到后排士兵任何帮助，无论是枪骑兵还是马弓手都是如此。第四排之后的骑枪无法伸到第一排骑兵前方，马弓手受前方人员阻挡，也只能采取高抛的方式弯弓射箭，导致他们射出的箭矢无法杀伤敌军。所有怀疑这一看法的人们，最终都会被实战经验所说服。因此，四排纵深确实已经足够。

可无论如何，能够作为行长胜任残酷白刃战的出色士兵，无论在哪个营中数量都很有限，因此也有必要依照各单位类型的不同，适当调节阵型纵深。若是位于第一线中央的蛮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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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应以七排的纵深排列，若有随从伴随作战，每列后方还应安排一名随从，什长也应以指挥七人为准。位于他们左侧的鹰旗分队（Vexillation）所属各行也应该以七排纵深作为一列，蛮盟部队右侧的伊利里亚分队（Illyrikian）则应为八排纵深，其余中等素质的部队则应以八至十人为一列。若第一线部分骑兵营素质平庸，由于其战斗力相对较弱，也应将其排成八至十排纵深。与此相对，精选军由于士兵挑选自各部队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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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通常会被布置在第二线，因此其各营纵深只要五排普通骑兵，再加上两排武装侍从即可，一列同样也是七人。即使布置于第一线时，精选军各营也应维持上述的纵深。完全由外族组成的部队应按照各族原有习惯进行布置。通常而言，这些部队在被当作攻击部队或伏击部队时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无论士兵素质如何平庸，一个骑兵营的纵深也不应超过八排或十排，而即使是最精锐的部队，也不应少于五排。上述布置方式和纵深已经是最为适当的，第一线的长度也绝不能被削减得太多。时至今日，将各营一律排成十排纵深的错误做法依然常见。这就导致当全军列好战线接受检阅时，由于所有部队的纵深一致，敌军间谍只要清点我军有多少列，便可很快地估算出我军人数。

未列入第一线的部队将组成第二线。如上所述，精选军拥有部分武装侍从，蛮盟部队则拥有随从。

七、行

各行中青年士兵和老年士兵应以适当比例搭配编组，若不如此，完全由老年兵组成的行战斗力可能较弱，而完全由青年兵组成的行则可能会因缺乏经验而陷入混乱。

八、武器

骑兵使用的武器应有如下述：第一排的行长和他背后的第二排，以及最后一排的骑兵全部都应使用骑枪。位于中间的其余各排中，擅长使用弓箭者应作为马弓手，不带盾牌。马弓手若是在左臂上佩戴了盾牌，便不可能再有效地射杀敌人。

九、医疗兵

除上述人员以外，各营应分派八至十名武艺不够精湛的士兵担任医疗兵，第一线部队尤其应该如此。医疗兵们必须头脑机警、反应迅速。他们应轻装上阵，不带武器。医疗兵应跟在自己所属的骑兵营后方一百尺距离上，收容并救援那些身负重伤、落马或因其他原因退出战斗的人员，以免他们被第二线部队踩踏，或是因伤口得不到救治而死亡。每救出一人，医疗兵都应从公共资金中收到一诺米斯马塔的额外奖金。另外，当第二线通过之后，若敌军被击退，医疗兵也负责搜刮先前战斗中阵亡敌军身上的财产，并在战斗结束后将战利品上交给各自所属骑兵营的什长，也就是行长们，而他们自己也会从什长那里得到一份战利品作为奖励。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将这些战利品视为对什长的合理奖励和津贴。因为他们在接战时所负担的战斗压力要比其余任何人都更多，而且他们也不能在战斗中破坏阵型，下马去自行搜刮战利品。

为方便医疗兵和伤员上下马，医疗兵的战马应将两个马镫全部安装在马鞍左侧，其中靠前的一个安装在通常马鞍所在位置，另一个则位于其后方。另外，医疗兵还必须携带水壶，以免伤兵因脱水而死。

十、骑枪的飘带

我们并不建议战斗时在骑枪上装饰飘带，虽然飘带在检阅、围攻和游行时能够显示出威武的军容，但在战斗中却毫无用处。无论骑兵想要将骑枪投掷出去，还是用骑枪刺杀敌军，飘带都只能降低攻击的准确性和投掷距离。而在使用弓箭射击时，飘带也会干扰后排马弓手的火力。更有甚者，无论在冲锋还是后退抑或转向时，飘带都会造成巨大的麻烦，而这也正是我们认为战斗时不应在骑枪上装饰飘带的原因。想要同时维持军容并保证骑枪使用方便也并非不可能，只要在距离敌军一里的时候再将飘带摘下，将其卷好放在收纳袋里即可。

十一、侦察兵

另外，精选军和蛮盟部队各营都应拥有两名侦察兵，由普通士兵组成的骑兵师则应配属八至十二人。这些人必须头脑冷静机警、身体健康、视力出众。从会战开始直到结束，侦察兵应始终依照地形部署在各部队的空当之间，时刻注意敌我双方各单位的行动，以免我军遭到伏击或落入其他任何圈套。

十二、测绘组和宿营组

军队中还应配属一定数量的测绘人员，与宿营组一同在军队前方行动，划定宿营区域。另外，军队还应分派数量与之相当的部队负责额外的宿营准备工作，与测绘组、宿营组一同在前行动，他们除负责对行军道路进行侦察以外，还负责带领军队前往宿营地。

十三、各单位及战线之间的距离

当军队按照上述规则，以及后文的示意图列成战线之后，第一线的三个师有必要尽可能互相接近。各师之间的距离和空当不应太大，以各师在前进时不会互相干扰，并且也可以清晰分辨出各师区别为限即可。在接近敌军之前，侧卫应尽可能靠近第一线，接近敌军后则应向外移动到距离左翼骑兵师一箭射程之处。侧卫与第一线主力的距离绝不能比这更远，尤其在敌军战线长度超过我军的情况下。右翼的迂回部队与第一线主力的距离也应与此相同
[9]

 。第二线各师互相之间应相隔一箭射程。在接近敌军之前，根据地形的不同，第二线应保持在第一线后方一里或更远的距离上。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尽量让第二线保持在敌军视线之外，使敌人无法依照我军阵型调整自己的部署。当敌军接近并发现第二线之后，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调整自己的阵型，此时第二线就应该推进到距第一线四箭射程的距离上，并不断调整行动步调来保持这个距离。只有这样，第二线在会战中才能既不会因距离过远而无法为第一线提供支援，又不会因距离过近而与第一线混杂在一起，而这些情况在尘土飞扬的战场上是极易发生的。若是距离过近，在需要第二线发动进攻时，追击我军第一线的敌军可能尚未发生混乱，撤退的第一线也可能仍在混乱中，无法与第二线配合行动。第二线后方两翼的各营也应与第二线保持一箭射程的距离，以保护其后方。

十四、军旗的尺寸和种类

骑兵师下辖各营应使用相对较小，且容易携带的军旗，而不应使用过大、过于笨重的军旗；仅有长条旗应使用较为特别的图案。与之相比，团长的军旗应更大一些，并使用不同的形状或图案。同理，师长的军旗也应与下属各团长有所区别，副将的军旗应与师长有所区别。至于将军本人，则应使用最为特别也最为显眼的军旗，以便全军上下都能够牢记这面将旗。这样一来，当某些部队被迫撤退时，他们便能够在这面军旗周围重整旗鼓。

十五、护旗人员

在全军依照后文图示，将所有军旗沿战线排列好之后，每个营都应分派十五至二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来保护军旗。

十六、军官阵位

高级军官应始终保持在安全的位置上，以免他们随手下一同冲锋并战死沙场。倘若高级军官阵亡，士兵们也会丧失勇气。若只是一名低级军官阵亡，可能除他所在的营以外，其余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此人已死。但如果是地位显赫的军官阵亡，整支军队或至少大部分士兵都会知晓此事，并因此而产生动摇。因此当军队接近到距离敌军战线仅剩一箭或两箭射程之时，副将和师长们应后退至与军旗齐平的位置上，并在这里监督、整理阵型。发动冲锋之前，原先位于师长们两侧的精选卫兵应移动到师长前方组成一道屏障，由他们来代替师长进行白刃作战。将军本人的职责是在冲锋开始前根据敌军动向来调整、引导并督促手下士兵的行动。冲锋开始之后，将军便应回到自己所在的骑兵营中，不参与战斗，而是作为一个显著标志引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行动。

十七、军号

我们并不建议在战斗中吹响太多支军号，因为军号会互相干扰造成混乱，导致命令无法有效传递。在地形平整的情况下，两条战线各自只需一支军号便已足够，号手则应位于各自战线的中央位置。如果地形起伏较大，或遇狂风大作，又或是战场上有水流等噪音，导致士兵们难以听清号声，各师便应各自派出一名号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第一线将拥有三名号手。战场上越是安静，年轻士兵便越容易保持镇静，战马也不至于过于兴奋。敌军则会对我军战线愈发恐惧，命令也更容易传达。考虑到上述原因，当两军展开行动后，我军便不应再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噪音。

十八、战吼的使用场合

士兵在发动冲锋前通常都会发出的战吼（Nobiscum），在我们看来是极为危险而有害的。在冲锋时高声呐喊，很可能导致战线破裂。在战吼声的影响下，那些胆小的士兵很可能会在短兵相接之前对白刃战感到恐惧，行动犹豫不决，而那些胆大的士兵则会因呐喊而变得冲动，鲁莽地向前冲突，破坏队形。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战马身上，因为它们的脾气也一样各自不同。这样一来，整条战线便会因行动不协调而丧失凝聚力，甚至可能在冲锋发起之后便自行破裂，这是极为危险的。

士兵们不应在冲锋时呐喊，而应该在会战当日跨出营门前进行祈祷。他们应在牧师、将军和其余军官们的带领下，一齐反复吟诵“求主怜悯”（Kyrie Eleison）。各师在走出营门时则应分别三呼“上帝与我同在”（Nobiscum Deus）。当全军离开营地，列好战斗队形后，便应保持绝对的安静，任何人绝不应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开口讲话。只有这样，军队才能更好地保持秩序，军官们下达的命令也更容易传达。冲锋时的决心，则由收紧队形以及敌军在面前出现等外部环境来体现即可，无须其他表达方法。而当我军与敌人短兵相接之后，士兵们，尤其是位于后排的人员便可以自由地呐喊或者欢呼，以此来动摇敌军，鼓舞战友。

十九、传令官

在我们看来，传令官是非常有用的。会战前，他们应对士兵进行演讲，鼓舞士兵，使他们记起曾经的胜利。在他们的演说结束后，各营便应排列成战斗队形，准备作战。

二十、使用两面军旗的意义

由于敌军通常会依据清点出的营旗数量来估算我军规模，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让每个骑兵营准备两面相同的军旗，其中一面跟随作为营长的伯爵或护民官行动，另一面则交给首席百夫长。在会战日之前，各营应以同样规格的仪仗来保护两面军旗，而在决战当天，各营只应携带营长那面军旗。若战场上的军旗数量过多，不仅会造成混乱，更可能导致士兵们无法辨认出自己所在单位。依照这种办法，敌军可能会高估我军数量，而会战当天我军也不会发生混乱。人员缺额严重的骑兵营，由于人数过少，无法保护军旗，而且军旗数量过多又会导致全师发生混乱，因此他们不应在会战中携带军旗，而应与另一个骑兵营共同在后者的军旗下战斗。不过无论如何，一个营级单位的人数绝不应少于二百人或多于四百人。




[1]
 译注：莫里斯用“战团”指代不排成正规阵型的骑马散兵，其规模相当于一个骑兵营或战队。


[2]
 译注：将所有骑兵都排进同一条战线，乍看之下似乎能够加强部队在第一次冲锋时的冲击力，但事实上并不一定会产生效果。因为在战线过长的情况下，并非所有部队都能在冲锋时与对方接战；而若是采取增加纵深的方法来将部队排进一条战线，由于骑兵之间无法像步兵那样靠后排推挤前排来加强冲击力，因此后排骑兵也会毫无用处。莫里斯在后文中也将对此做出解释。


[3]
 译注：在罗马时代之前，希腊军队有将精锐部队布置于右翼的习惯，在会战时往往也会利用精锐部队所在的右翼去迂回对方左翼，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便是亚历山大大帝。莫里斯作为一位讲希腊语的罗马人，很可能是因为阅读了大量希腊时代留下的战史，才得出了这一结论。因为在罗马时代，迂回与被迂回的方向并不是这样固定的。


[4]
 译注：在莫里斯的时代，“一箭”距离相当于300步，即280米左右。此处所指者为弓箭的最大射程，而非有效射程。


[5]
 译注：此处的伏击部队并非上述的侧卫和迂回部队，而是独立于主力战线之外，位于更远位置的两支部队。


[6]
 行长指各行第一排的那名士兵，即什长，他也负责担任其背后整行士兵的指挥官。伍长则排列于各行第二排，事实上充当着副行长的职责。无论什长还是伍长，指挥的实际人数通常都并非十人或者五人，这两个头衔已经仅限于名称。


[7]
 译注：蛮盟指代那些整个部落加入罗马部队的蛮族。在受提比略二世皇帝之命负责重整军队之时，负责指挥全体蛮盟部队的，正是拥有“蛮盟伯爵”头衔的莫里斯本人。


[8]
 译注：其挑选范围仅限于蛮盟部队，并不包含罗马本族士兵。


[9]
 译注：事实上，左翼的侧卫部队和右翼的迂回部队，无论在编成还是运用方式上都没有太多不同之处，将左侧视作防御之用，右侧视作进攻之用，完全是故意将二者区别开来。在实际作战中，两支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几乎完全相同，而在罗马人的不少内战之中，双方均从左翼尝试去迂回对方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第三章　骑兵营的阵型

一、阵型示意图中使用的图例

[image: 091832]
 　军旗；

[image: 091904]
 　营长；

[image: 091923]
 　号手；

[image: 091934]
 　旗手；

[image: 091947]
 　百夫长/首席百夫长；

[image: 092007]
 　什长，使用骑枪和盾牌；

[image: 092018]
 　伍长，使用骑枪和盾牌；

[image: 092028]
 　第三排的骑兵，使用弓箭，不配盾牌；

[image: 092046]
 　第四排的骑兵，同时配有弓和盾的后卫；

[image: 092057]
 　第五排的骑兵，使用弓箭，不配盾牌；

[image: 092108]
 　使用任意武器的骑兵或步兵。

二、拥有三百一十人的骑兵营阵型

下图为一个骑兵营列好战斗队形并开始前进时的阵型。此时骑兵应保持疏开队形前进，以免因互相拥挤导致己方在接敌前便已筋疲力尽。骑兵间的间距应允许一名士兵任意拨转马头，转向后方。若想以这种队形前进，营长应下达“以疏开队形前进”的命令，率领士兵保持下图中的队形，缓步接近敌军。

[image: 072-12]


三、同一个骑兵营向中央靠拢后的示意图

在接近到距离敌军约一里后，营长应将骑兵们从两翼向中央收紧队形，并下达“向中央靠拢”的命令。之后骑兵们便应向中央靠拢，以下面示意图中的队形继续向敌军前进。

[image: 073-01]


四、同一个骑兵营向中央及向前靠拢后的示意图

距离敌军仅剩三至四箭距离时，营长应视情况让部队同时从两翼和后方向前靠拢。营长此时应下达“密集队形”命令。之后，骑兵们应在前进过程中逐渐靠拢，马弓手开始放箭，同时整条战线都按照下图所示的密集队形展开冲锋。

[image: 073-02]


[image: 074-01]
◎ 原文图例由于古代纸张和绘制方法原因，无法清晰说明两次靠拢之后阵型的具体变化情况对比，因此附上一张新绘图示加以说明



五、骑兵营的操练方法

当骑兵营列好队形后，传令官应首先向士兵们传达如下命令：“作战时一定要保持安静，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向前超过军旗，而应与全军正面保持齐平。始终盯紧军旗，与战友一同紧随军旗行动。只有这样，才是一位勇士应有的表现。如果你置军旗所在位置于不顾，那么你便不可能获胜。士兵们，一定要紧守自己应有的阵位，旗手也要注意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在与敌军激战时，还是追击敌军时，都不要鲁莽地冲出队列，导致队形混乱。”

骑兵们无论是处于立定状态，还是正在前进，都应在一声令下之后，或立刻开始前进，或立刻停下脚步。营长希望部队前进时，应以希腊语下令“前进”（Kineson）。除口头下令以外，营长还可以用号角或骑枪上的飘带来向部队示意。部队开始前进后，倘若营长希望部队停步，则应以“停止前进”的口令、敲击盾牌、做出手势或军号等方式下达命令，骑兵营收到命令后应立刻停止前进。

要以疏开队形前进时，营长应下令：“以疏开队形前进！”要按照上文图示以最精准的行动收紧队形时，营长应下令：“向中央靠拢！”什长下令：“向什长靠拢！”伍长则下令：“向伍长靠拢！”之后骑兵们以旗手为准从两翼向中央靠拢。这样的操练不仅应在营级部队展开，也应在师级部队进行，因为这种机动可在保持良好秩序的情况下迅速收紧队形。什长在互相靠拢时，组长和后卫也相应调整位置。只要他们能准确完成机动，便能阻止前方士兵临阵逃往后方。

一旦营长下达“向前靠拢”的命令，士兵们便应从后方靠拢前排士兵，准备冲锋。在全营组成密集队形，尤其是向中央和向前靠拢都已经完成后，马弓手便应开始放箭，而营长也应下达“冲锋”命令。什长和伍长向前倾斜身体，用盾牌保护自己的头部和战马的一部分颈部。与此同时，他们也应以浅发蛮族的持枪方式，将骑枪举起至肩膀高度。在盾牌保护下，骑兵们应以良好秩序前进，冲锋速度不应太快，而应以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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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以免冲锋势头过猛，导致战线在与敌军接战前便发生破裂。冲锋过程中，所有位于后排的马弓手都应放箭射击敌军。

追击敌军时，骑兵有时应以疏开队形冲锋，有时则应采取密集队形。在使用疏开队形的情况下，营长应下达“袭步冲锋”的命令，并以最快速度奔袭一里的距离。在使用密集队形的情况下，则应下达“紧随前排”的命令，由行长带领骑兵保持着密集队形展开追击。

若想要先向后退却一段距离之后返身再战，这种情况下，倘若希望以疏开队形后退，营长应下达“后退”命令。之后骑兵应以袭步向后方组成了密集队形的友军方向退却一箭或两箭射程的距离。当营长下达“转身对敌”的命令后，士兵们便应转过头来重新面对敌军。我军应经常操练这种机动，不仅操练向前冲锋，也应练习向右翼或者左翼冲锋，甚至还要练习向第二线所在方向退却。在后一种情况下，部队应练习如何在第二线各师的空当之中或是两条战线之间的空间中重组部队，并以非常规的队形向敌军发动冲锋。操练过程中，骑兵应尽可能高举骑枪，而不能举得过低或者指向两侧，以避免妨碍马匹活动。

作为侧卫和迂回部队所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机动，在想要秩序井然地向左或向右改变正面时，指挥官应首先下令：“向左改变正面！”（若向右转则为“向右改变正面！”）之后骑兵们便应转向。若仅有一个营参与这一机动，那么该营简单地自行转向即可。若有多个营参与机动，则应以某一营首先转向，其余各营跟着移动到与其正面齐平的位置。

无论是由士兵各自原地转向，还是由整条战线整体调转方向，各单位都可能需要向后转向。若是在敌军小部队突然从后方发动攻击时，则应下令：“转向后方！”此时士兵们应在原地转向后方，仅有军官和旗手需要将位置移动到原先各营的后方。若背后出现大批敌军，则应下令：“调转方向！”此时全军将以战队为单位，调转正面方向。

在以营为单位进行操练时，绝不应仅限于图示中的那些队形，因为它们仅适用于大规模冲锋的情况。在它们之外，还应操练一些非正规阵型，例如先向前推进，再转而展开各种环形机动；或者先后退再转向，之后再对敌军发动突然进攻；抑或快速支援其余陷入困境的友军；等等。若这个营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操练，他们便做好了以密集或疏开队形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只要上述训练都能够妥善进行，士兵们也逐渐熟悉了这九种机动中的全部或大部分，各营便足以面对各种紧急情况了。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所有阵型，无论他们需要以疏开队形还是以密集队形与敌军战斗，无论是作为侧卫还是作为迂回部队，都可以顺利行动。毫无疑问，各营还必须经常与其余单位配合训练，以模拟在完整战线中行动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向敌军暴露我军实力。因此除实际会战以外，我军绝不能以全部兵力将整条战线列好进行训练。在训练时也绝不能排出分为第一线、第二线、侧卫、迂回部队、以非正规阵型隐蔽行动的埋伏部队的全部作战序列。这套作战序列相对来讲更接近于战略层面的部署，而不是一个战术问题
[2]

 。因此各部队的具体配属，也不应在训练时便提前决定，而应在面对特定情况时再行决定。

无论操练是以营级、团级、师级还是第一线全部单位一同进行，士兵们都应被分为三个部分。在某营单独进行训练时，大部分士兵应被排成疏开队形，而在他们两侧则应各有十名士兵以密集队形排成纵列，剩下的少数士兵（假设十人）则应被布置在对面，代表敌军所在，以使其余士兵们能够拥有明确的冲锋方向。骑兵们开始前进之后，排成疏开队形的部队与两侧排成密集队形的友军脱离开来，并好像真的在与敌军作战一样快速前进。稳步前进一至两里之后，再向后退一半的距离，并向左右两侧进行三至四次快速冲锋，之后便转向后方。当他们以袭步退回至两侧密集友军之间的初始阵位之后，全部士兵们应一同前进，模拟对一支正处于追击态势的敌军进行追击。

这些操练同样应在团一级展开。部分骑兵营以疏开队形排列，部分骑兵营以密集队形排列。在一轮训练之后，各营交换位置，原先以疏开队形训练的骑兵营改为密集队形，原先以密集队形训练的骑兵营则改为疏开队形，并最终达到各营在必要时均可以适应任何角色的程度。师级单位或第一线、第二线分别训练时，也应以同样的原则为准。在数个战队同时以疏开队形进行环形包围行动的训练时，由于军队会被分成两部分互相对冲，交汇后一部分在环形的外侧，另一部分在环形的内侧，因此指挥官需要以最大的谨慎来避免骑兵之间互相碰撞。

侧卫、迂回部队以及那些被配属给他们的非正规部队必须单独进行训练。当敌军战线两端长度均超出我军时，这些部队便应被布置在与战线齐平的位置上，保护战线不被敌军迂回。另外，他们还应接受适当的包围和迂回机动训练，以便在敌军战线长度小于我军或与我军相当时攻击其侧后。一部分骑兵（假定为一到两个战队）应排成一排，列在他们对面扮作敌军。这样一来，侧卫在确认了敌军战线长度后便可首先对其进行迂回，之后再由隐藏在他们之间的非正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迅猛地攻击敌军背后。

这些机动都十分简单，既可以各营单独练习，也可以集合几个营一同训练，并且还不会暴露我军战斗序列。它们不仅应在平原练习，也应在碎地、山地甚至陡坡上练习。即使天气炎热，也应进行训练，因为无人可以预料战争中会发生何事。后续章节中所述的机动并不如上述那些重要，但同样也应被记录下来，并由团长和营长加以实施。

六、骑兵师阵型及其图示

[image: 092424]
 　师长；

[image: 092435]
 　团长；

[image: 092445]
 　列成疏开队形的战队；

[image: 092458]
 　列成密集队形的战队；

[image: 092510]
 　蛮盟侍从。

蛮盟骑兵师阵型

[image: 078-06]


[image: 079-01]
◎ 原图示并没有将疏开队形和密集队形之间的区别展示清楚。事实上，在三个团人数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两翼采用疏开队形的团，肯定要比中央采用密集队形的那个团占据更大空间



七、第一线和第二线阵型的图注说明

[image: 092729]
 　副将；

[image: 092740]
 　医疗兵；

[image: 092751]
 　侧卫；

[image: 092801]
 　迂回部队；

[image: 092813]
 　精选军武装侍从；

[image: 092824]
 　备用马匹（有备用马匹的情况下）；

[image: 092834]
 　行李纵列（有行李纵列的情况下）；

[image: 092844]
 　保卫行李纵列的战队；

[image: 092854]
 　精选军分队长；

[image: 092905]
 　将军。

八、带有行李纵列时的整条战线阵型

第一线的阵型

[image: 079-12]


第二线/支援线

[image: 080-01]


若全军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则第二线可以分为四个师，并如上图所示，在全线中留出三个空当。如此一来，第一线三个师便各自拥有了可供自己后退的空当。

[image: 080-02]
◎ 莫里斯在绘制图示时因受纸张限制，仅明确表现了各单位的纵深，而没有表现出因人数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宽度，导致各单位的队形看似正方形甚至纵队队形。事实上，由于各部队宽度肯定要大于其深度，因此实际阵型应更接近于本图，而并非莫里斯的原图



若我军为中等规模，也就是五千人至六千人，则第二线应分为两个师，二者之间留有一道较大的空当，其形式与下图所示单独一个师排成两条战线的情况相似。若我军规模更小，即人数少于五千人的情况下，则以一个师作为第二线即可。第二线各师之间空当的大小，必须与第一线各师的规模相适应，即每个空当的宽度都应相当于第一线对应那个师正面宽度的四分之一。举例而言，在第一线各师正面为六百名骑兵宽时，第二线各师空当的宽度便应为一百五十名骑兵。如上文所述，布置在空当中的骑兵营通常应被排成四排。这样一来，在必要情况下他们便能采取攻势行动。在全军仅有中等规模的情况下，这些部队便不应参加战斗，其任务仅是将第二线组成一条完整正面而已。

九、单独一个师组成的战线

[image: 081-01]


上图为单独一个骑兵师依照上文所述方式组成两条战线的示意图。若该师被敌军击退，则应向其第二线寻求掩护。在第一线向后退却穿过第二线中央的空当时，首先穿过空当的那个营的旗手或营长应高喊口令：“请允许穿行！”

十、中等规模军队的阵型

[image: 082-01]


上图所示阵型中的第二线仅拥有一个师。当军队规模仅有中等水准，即五千至六千人甚至更少的情况下，第二线也不应拆解为更多的骑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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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遭遇紧急情况，第一线各师撤退时应向第二线两端或两侧退却，而不应从第二线正面退却。若军队规模在五千人至一万人或一万两千人之间，则第二线必须分为两个师，否则第一线在被击退时便无法向其寻求掩护。若军队规模在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之间甚至更大，第二线必须依照第八项所述情况分为四个师，留出三个空当。在我军实力格外强大的情况下，这种部署方式也更有必要。

敌军战线长度超过我军时的侧卫和迂回部队布置方式如下：

迂回部队接敌前保持隐蔽状态的第一线阵型

[image: 083-01]


敌军战线长度超过我军且我军没有时间

延长右翼与其对齐之时的第一线阵型

[image: 083-02]


若敌军战线长度在两翼均超过我军相当程度，则我军前进时应以中央领先，两翼拖后。

敌军战线在两翼均比我军更短时，

两军战线接战时迂回敌军侧翼的行动

[image: 084-01]


准备对敌军采取包围或迂回行动的军队，应放慢行动节奏，以避免在两翼绕过敌军之前，正面便与敌军接战。另一方面，在我军战线较短，敌军采取包围行动之时，跟在后方的第二线各单位应攻击敌军包围部队的背后。

两军战线长度相当时的包围行动

[image: 084-02]


十一、总体指导

在罗马军队完成集结，并先以各营为单位单独训练，再以师级单位训练之后，便应将各师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并向其下发如下书面指导：

即使兔子或其他小型动物在逃跑时，也不会轻率地狂奔而逃，而是会转过头来，观察捕食者的追杀是否勇猛，据此来调整自己逃亡的步调。人类在会战中进行追击或退却时，所能表现出的谨慎，是否应比兔子更强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士兵们绝不应因为敌军或是我军取得了优势而丧失自制，从而采取没有必要的冒险行动。但士兵们也必须保持坚定，力求抓住每一个有足够把握的机会去击败敌人。只将敌人击退一小段距离之后就任由敌军离开，并不能算是一场决定性胜利。同理，我军后退一段距离后又重新站稳脚跟，也不能算是一场失败。只有当战争结束之时，胜负才能真正分晓，若想要达到自己的战争目的，一支军队必须能够不断为之战斗。

为确保军官们能够掌握上述各种阵型，以及为在战场上遂行那些机动而进行的操练的原则要义，在各部队单独训练完成后，还应把第一线和第二线分别组织起来进行一次或至多两次的操练，以便将上述主要几个图示中的机动演练一番。

十二、关于第一线部队的指导

有关第一线，也就是战斗线如何行动的指导，应交予战线中央那个骑兵师，也就是副将通常所在的那个师的军官们：

士兵们应始终保持战线齐平，并在同一时间发动冲锋。若敌军被冲锋所逐退，攻击部队应迅速发动追击，不断地追击敌军直至其营地位置。防御部队也应毫不停顿地紧跟其后，保持阵型。这样一来，在敌军转身发动反击时，倘若攻击部队招架不住，他们便可以寻求防御部队的掩护，并在其保护下重新集结。倘若某个师或所有骑兵师都被敌军击退，这些部队便应退至距离第二线一箭或两箭的位置上，在指挥官呼喊出的合理命令指导下，转过身来再次与敌军交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可能击退敌军的。如若不然，他们应继续撤退一段距离，再次返身战斗。若在一次或两次尝试后仍不能成功击退敌军，第二线便应趋前掩护，而第一线则穿过第二线各师之间的空当，在其掩护之下，于第二线和第三线之间进行重组，并以非正规阵型和第二线一起攻击敌军。若敌军被击退，便应对他们进行不懈的追击。

十三、关于侧卫的指导

交给侧卫部队军官的指导应如下述：

在敌军战线长度超过我军的情况下，侧卫应尽一切努力，或调整正面指向侧翼成为一面盾牌，或延伸自己的侧翼与对方齐平，阻止敌军包围我军各师。若敌军战线较我军更短，侧卫便应加紧前进，在正面各师发动进攻之前，以新月阵型包围敌军侧翼，并在正面战线发动冲锋前那一刻完成这一机动。若两军战线长度相当，侧卫便应以密集队形坚守阵位，伴随其余各师一同发动正面冲锋。

十四、关于迂回部队的指导

交给迂回部队的指导应如下述：

在敌我两军战线接近到两箭至三箭距离之前，迂回部队应始终隐蔽在第一线右翼后方。其中一个营应在什长和伍长带领下被部署在前排，若部队素质够好，其纵深只需五排便已足够，另一个营应以非正规阵型排列在前一个营后方。他们的军旗不能竖直高举，而应放平，以使敌军无法看到并识别出来，直到迂回部队发动进攻为止。若敌军侧翼长度超过我军，则正面战线右翼的那个师应稍微放慢脚步，而战线也应以迂回部队对齐敌军左翼为准，并让迂回部队继续将行列延展出一箭射程距离以迂回敌军侧翼。在完成转向并包围敌军之后，指挥官应下达“趋前攻击”的命令，此时以非正规阵型隐藏在后方的战团便应以最迅猛的势头发动冲锋。若敌军侧翼部队转身撤退，该营不应对其进行追击，而应与另一个营会合起来，立刻向其余敌军的背后发动进攻。若敌军战线长度比我军更短，迂回部队便应在战斗开始后立刻前进，以新月阵型包围对方。若两军战线长度相当，迂回部队应将行列向外延伸一段距离以迂回敌军侧翼，之后再发动冲锋。如果在我军迂回部队延伸行列同时，敌军也希望以同样方式延伸自己的侧翼，那么迂回部队就应在敌军尚在运动时，立刻对其发动冲锋，因为敌军那些向外侧移动的部队，势必会将自己的侧面暴露出来，而行列也会变得松散。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迂回部队需要调整自己迂回行动的步调，以确保自己动作不会太慢或太快，正面右翼一师的指挥官也需要调整进攻时机，在迂回部队的攻击给敌军造成混乱时发动冲锋。在可能的情况下，该师应延长正面，使其长度超过自己当面的敌军骑兵师，如若不能，至少也将正面延伸至与对方相同的长度。若敌军战线长度超过我军，这位师长的目标便在于确保迂回部队能够顺利遂行其任务。必须注意的是，迂回部队的重要性极高，即使是在开阔的平原上，他们也能以极低的成本突袭敌军。

十五、关于第二线的指导

关于第二线部队如何行动的指导，应下发给将军通常所在的中央单位各军官，其内容如下：

当第一线与敌军接战之时，第二线应保持在第一线后方三至四箭距离。若敌军被击退，第二线便应以密集队形，保持阵型整齐，跟随第一线为其提供支援，而不能停歇。若我军第一线被击败，第二线应放开空当，允许第一线部队退至第三线各营之间寻找安全地带重组。之后第二线应保持良好秩序，与第一线部队一同前进攻击敌军。直到会战胜负分晓，全军返回营地之前，各部队都不得解散队形。在追击敌军时，第二线也必须始终保持阵型，而不能丧失秩序。

若第一线投入战斗后，双方你来我往，胜负不分，则第二线部队应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进行机动。在此过程中，第二线应发出两到三次振奋人心的呐喊声，以鼓舞友军，震慑敌军。第二线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不让自己在局势明朗之前投入行动，并且绝不能距离第一线过近，否则便可能会导致全军陷入混乱，并因愚蠢而获致失败。

倘若第二线被敌军击溃，那么他们便应撤退到第三线后卫部队的位置，并在那里进行重组。如果第二线听到有敌军从背后发动伏击，该如何反应？若敌军规模较小，第三线部队足以应付，那便应派他们前去迎战。若敌军实力并非第三线能够单独应对，第二线全体士兵便应各自原地转向，指挥官带领旗手来到后方。这样一来，第二线便可以很方便地对后方敌军发动进攻。若敌军退却，则应由后卫派出一到两个战队进行追击。若收到报告称后方敌军“规模庞大”，第二线指挥官应下达“反向行军”命令，骑兵营各行士兵在各自什长的带领下，顺次来到后方，让原有的正面转到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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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即使在第一线溃败的情况下，该行动也能向全军发出明确信号，使任何来自后方的敌军都不敢在第二线行列面前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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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六、关于伏击部队的指导

对于那些被派出去伏击或突袭敌军战线的部队，应发出如下指导：

首先，这些部队在行动前必须派出侦察兵，以免与敌军不期而遇，或是遭到来自敌军战线侧翼或后方的伏击。由于敌军经常会排成两条战线，除非我军的计划十分周密谨慎，否则突袭敌军第一线时我军反而会遭到敌军第二线的伏击。因此在敌军排成两条战线的情况下，我军不能对其第一线后方进行突袭，而应对其某一侧翼展开攻击，而伏击也应针对敌军一翼或两翼进行。这些攻击的时机必须把握得当，既不能比主力交战提早太多，也不能落后太多。伏击敌军的合理时机，应是双方战线接近到两至三箭距离之时。

若我军士兵已完成了先前提到的那些操练，他们便没有必要花费时间来阅读这些指导，因为他们已经有能力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1]
 译注：马匹的步伐由慢至快分为慢步、快步、跑步以及袭步，快步仅为第二级别的速度。罗马人认为只凭蛮勇并不能获得会战胜利，因而极为强调纪律和冲锋的协调性。而这也是为何拜占庭骑兵的马匹、盔甲等虽然比西欧骑士更重，但其冲击力却远不如后者的原因之一。


[2]
 译注：在罗马和希腊时代，“战术”一词更多指代着固有的队形操典，即近现代所谓的“小战术”层面。而“战略”则指代“将道”，即将军的指挥艺术。其中既包括近现代意义的“战略”层面，也包含“大战术”，即会战战术层面。莫里斯在此处说全军的作战序列更接近于战略层面，而非战术层面，意思是，全军战斗序列的安排，并不属于操典层面的问题，而应由将军依据情况自行调整、确定。


[3]
 译注：此处与上文所述不符。依照上文所述，只有在全军人数少于五千人时，第二线才应仅留一师。而五千至六千人的军队也被称为“中等规模”，应在第二线保留两个师。


[4]
 译注：即让各行分别做一个U形运动，以原有的前后排列顺序转向后方。与之相对，士兵各自原地转向会将原有的前后排列顺序完全倒转。


[5]
 译注：这一行动与单纯的士兵各自原地转向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各行位于前两排的行长和伍长战斗力最强，装备也最为华丽，因此当整行顺次来到后方之后，后方敌军所要面对的全新正面，便将由行长和伍长组成，其意义就好像将刀的刃口转过来对准敌军一样。而士兵各自原地转向后方，则好像是用刀背面对敌军一样。



第四章　伏击

一、对抗优势敌军时的伏击和诡计

在战争中，计划周密的伏击价值不可限量。伏击部队有很多办法，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摧毁一支庞大的敌军，而后者甚至可能都没有足够时间去调动全军参与战斗。有些指挥官能够充分利用几乎延伸至敌军战线的密林、谷地、陡坡、河流和山峦来隐蔽部队，使敌军无法从远距离上发现自己；在双方战线尚未接战之前，便利用伏击部队对敌军背后发动迅猛的冲锋，给敌军造成混乱，将他们击溃。另外有些指挥官在地形对自己不利之时，不将伏击部队部署在距离敌军战线很近的位置，而将他们布置在双方战线之间的侧翼位置，甚至是己方战线后方。有时指挥官们也会让军队的大部分人马都担负伏击任务，只留下少部分士兵在正面来面对敌军。在面对浅发蛮族和其余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时，这种办法特别有效。

二、西徐亚式伏击

如前所述，有些指挥官只会将少数士兵列入战线面对敌军，而将大多数部队留作伏击之用。当冲锋开始，双方战线接战之后，正面的少数士兵很快便开始退却，敌军则会因追击而变得秩序混乱。当敌军越过伏击部队所在位置之后，伏击部队便从隐蔽中冲出来，攻击敌军背后。同时退却中的正面部队也应反过身来一同夹击敌军。西徐亚人经常采用这种战术。

三、从两翼同时进行伏击

有些指挥官会挖掘一条八至十尺深、五十至六十尺宽且相当长的壕沟。他们用轻质的木材将其覆盖，并敷上泥土，使其外观尽可能接近周围的地面，让敌军无法辨认出来。挖掘出来的泥土也被从壕沟附近移走，以便让敌军察觉不到任何异常之处。另外，在壕沟的某些位置，还会留下一些坚实的土地，以供军队穿过。这些位置必须做好标记，并在合适时间将其告知各部队。指挥官们会在壕沟两翼敌军无法看到的位置部署伏击部队，其余部队则被布置在壕沟前方假作失败，并通过他们所知的坚实地面安全后退。敌军在追击变得失去控制、愈发鲁莽之时，便会落入壕沟之中。此时埋伏中的部队就应冲杀出来，假作撤退的部队也应转身反击。大部分敌军都会在此时被消灭，另有一部分落入壕沟。残余敌军则会因遭遇这样一场意外而乱作一团，匆忙撤退。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诡计，埃夫萨利泰人（Nephthalites）才击败了波斯国王卑路斯（Peroz）
[1]

 。

可话虽如此，这种伏击方式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才能准备妥当，而敌军也很可能利用侦察兵或从我方逃兵口中探知此事。有时利用沼泽地也能达成同样的效果。只要指挥官能够在战前找到两到三条土地坚实的通道，并将敌军诱入沼泽之中，伏击部队便可对敌军发动突袭，诈败的部队同时也能够转身作战，压倒敌军并将其击溃。哥特人中间的西徐亚部落曾在越过多瑙河入侵色雷斯（Thrace）时，在默西亚（Moesia）附近利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德西乌斯（Decius）皇帝。当时德西乌斯便中了此计，哥特人假作撤退，并在之后的激烈作战中消灭了大批罗马士兵。

在没有壕沟或者沼泽的情况下，我们也一样能为敌军布下这种陷阱。我军可在敌军发觉不到的时候，在阵地上布下大量铁蒺藜。为方便在战后回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铁蒺藜用绳子连在一起。铁蒺藜应覆盖整条战线的宽度，纵深也应在一百尺以上，其中留出四至五条通道，每条大约三百至四百尺宽，将其位置告知部队，并用大树枝、奇形怪状的矛头、土丘、石头或任何容易辨认之物将其明确标记出来。这些标记不仅应被放置在通道入口或铁蒺藜覆盖区域前方，而且在通道整个纵深都应有布置。当那些负责诈败的部队穿过通道之后，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标志的骑兵便应将标志撤掉或者推倒。在敌军被铁蒺藜绊住脚步、进退不得之时，两翼的伏击部队便应对其发动攻击。

即使军中没有铁蒺藜，这种埋伏方式也同样可以施行。我们可以在战线后方挖掘大量被称为“陷马坑”的圆形土坑，其直径应在一尺左右，深度在两到三尺之间，底部装上削尖的木桩。这些土坑应以棋盘格布局交错，而非以横平竖直的排列方式挖掘，每个陷马坑与周围其他土坑距离在三尺左右。土坑覆盖范围应有一百五十尺纵深，宽度与整条战线相当。会战开始时，第一线应排列在这些障碍物前方一里左右的距离上，第二线则位于障碍带后方两箭至三箭距离。第二线各部队不应覆盖与第一线相同的宽度，而应与障碍带之中预留的通道对齐。在紧急情况下，也就是第一线被敌军逐退之时，他们能够从通道中安全退却，必要时第二线也能从通道中安全穿过，趋前攻击敌军。若整条战线都被排列在障碍带后方，前方不留任何部队，则第一线距离障碍带应保持大约三箭距离。敌军进至障碍带所在区域，战马落入陷坑中纷纷丧命之时，我军便应对敌军展开进攻。在全军都位于障碍带后方的情况下，障碍带中的通道宽度不宜过大，以免过多敌军能够不受阻碍地穿过障碍与我军交战。

上述所有这些人造障碍物，都必须以小股可靠部队秘密准备，其工作应在会战当天或会战前一天凌晨完成，障碍带的位置自然也必须位于预定战场内我军计划迎击敌人之处。应在合适的时间告知全军士兵障碍带的位置，尤其是要告知各部队的旗手，以便士兵们知晓会战时自己应采取何种行动。后退时，各营不应使用与平时相同的常规阵型，而应根据通道所在位置，以疏开队形依次通过。同时必须严令士兵，会战中一定要紧随自己所在部队的军旗，尤其以撤退时为甚，不然士兵便可能在徘徊中误入陷阱。我们也在此祈祷，此事永不发生。

在我们看来，上述所有的诡计之中，铁蒺藜无论在任何地形下，都是最易于隐蔽布置好的
[2]

 。毫无疑问，指挥官也必须依据地形特点来调整战线的布置方式。在计划采取攻势的情况下，指挥官应该依照前一章中所述的方式，分派出一到两个营兵力（或根据敌军兵力情况派出更多部队）担任伏击部队，其所属士兵和军官也必须聪明勇敢。根据地形情况，我们应以一支部队去伏击对方右翼，同时以另一支部队去伏击对方左翼。若敌军主动采取了伏击行动，那么我军伏击部队就应对其进行反击，确保对方不会进抵我军战线所在位置骚扰主力部队。若敌军没有采取主动，那么我军伏击部队便应主动出击，或攻击敌军的伏击部队，或在敌军行李纵列距离不远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突袭，又或者攻击敌军战线的侧后。若敌军排成了两条战线，或敌军伏击部队位于其战线后方，有可能威胁我军伏击部队侧翼，各部队便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做好面对各种情况的万全准备。

四、伏击的时机

伏击行动的时机必须谨慎考量。由于伏击部队人数较少，倘若其发动进攻的时间远早于主力部队接战之前，他们便很可能被敌军击溃。反之，若是行动时间过晚，进攻发动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太久，伏击部队又无法再起到任何作用。无论是在对敌军一翼还是两翼进行伏击的情况下，负责进行伏击的部队都应与主力部队同时行动。若主力部队能够稍稍领先于伏击部队，则伏击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主力部队的正面推进能够吸引敌军注意力，掩盖伏击部队的行动。伏击部队和主力之间的行动协调，主要依靠侦察兵、信号兵和指挥官的判断来确保。若是二者中某一方因地形原因而领先于另一方，则这支部队应该放缓速度，等待另一方赶上。在可能的情况下，伏击部队和主力战线应在同一时刻与敌军接战。若不可能，伏击部队便应在主力接战稍早之前
[3]

 发动进攻。这样一来，主力部队就可以趁着对方因遭到伏击而发生混乱之时，趋前发动冲锋。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我军应在敌军两侧同时部署伏击部队，尤其是在敌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其中一支用来抵抗敌军的伏击，另一支则用来伏击敌军。若两支伏击部队中有一支能够始终保持完整，无论伏击成功与否，即使主力部队在此过程中被敌军击退，他们都不应因任何理由放弃行动，与逃兵们混在一起逃向第二线，而应该始终保持冷静，攻击敌军侧翼，并借此方式来将溃兵们集合起来
[4]

 。

五、伏击或奇袭部队使用的非正规阵型

我们认为，一支分队在担负伏击、攻击敌军战线侧后、保护己方战线侧后或行李纵列、快速支援遭到重压的友军部队，以及进行小规模侦察等任务时，相比于战线中那些部队以什长和伍长为准排列的正规阵型，采用一些非正规阵型要更为有利。战线本身虽然看起来确实极为壮观，冲击力更强，组织更为有序，在会战中也能够发动更紧密的冲锋，但其弹性就相对一般，而且行动缓慢，在紧急情况下无法灵活机动。而采用非正规阵型的部队则有着与此完全相反的特征：他们很容易隐蔽起来进行伏击，而且行动时不需要太多空间，紧急时刻也能迅速调整阵型。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军也应在非正规阵型方面花费一些时间进行训练，其基本要素则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轻易总结出来。伏击部队采取何种阵型取决于支队的人数以及地形情况。若全军大部分部队或至少相当一部分部队都被投入到了伏击之中，而这些部队又只从一个方向发动进攻，则伏击部队便应以正规阵型作战。若伏击部队人数较少或准备从多个方向进攻敌军，那么他们便应采用非正规阵型。简言之，正规阵型和非正规阵型的区别在于，前者适用于风险较小的主要交战行动，后者则适用于快速支援、追击、突袭或制造混乱等任务。适用于骑兵的非正规阵型应以战队为单位，依照先前章节中的训练方式进行操练。倘若各部队能够熟练掌握这些阵型，会战时他们便不再需要任何训令或其他命令的指导。因为阵型和操练方式本身便已经能够让所有士兵明了自己在会战中应做何事了。

有些人由于谨慎过度，不愿变通，认为非正规阵型太过复杂，而且形式也太多，反而会造成更多麻烦。这些人有必要考虑一下那些竞技家、战车竞赛中的驾车手，以及其他那些仅为取悦大众而互相竞争之人。这些人即使获得成功也只能获得为数不多的物质奖励，而即使失败，所需承受的也不过是懊悔，可他们却为此项目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和艰辛。他们严格地控制饮食，每日坚持训练，学习如何让对手受伤，如何保护自己不会被对手所伤，又或是如何将战车从纠缠中解脱出来。与这些竞技家相比，我们军队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多努力，不懈练习那些非正规阵型，学习如何灵活聪明地作战呢？要知道，战场上，失败者所需要承受的，要么是死，要么就只能做逃兵，而后一种情况对士兵而言比战死更糟糕。一旦获得胜利，士兵们所能得到的不仅是获胜的满足感，还能得到物质奖励、名誉以及永恒的回忆。我们绝不能仅依靠单一某种阵型面对所有情况，不然一个意外失误便可能葬送大批人的性命。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是谁犯下了错误，但无论如何，此人所犯的错误都要由全体士兵来承担。本书没有必要赘述非正规阵型的操练方式，因为哪怕仅列出这些操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都会让本书篇幅过长。在书本上阅读这些操练方式，远不如在操场上进行实际训练来得实在。




[1]
 译注：可参见普罗科皮乌斯《战史》中的《波斯战争史》一章。


[2]
 译注：因为布置铁蒺藜不需要进行任何土工作业，只要派出少量人员将其播撒在地面上即可。


[3]
 译注：此处与上文所述的主力稍稍领先，伏击效果更好的说法并不冲突。二者无论哪一方先发动进攻，对于另一方而言都是有利的。在伏击部队数量较少，仅以扰乱敌军为目的，决定性打击要由战线从正面进行的情况下，显然伏击部队稍早进攻会更有利一些。


[4]
 译注：很难想象一支位于侧翼，甚至敌军背后的部队要怎样才能将溃兵集结起来，此处所指的可能是通过攻击敌军侧翼，拖延敌军的追击，使正面部队的溃兵能够有时间重整旗鼓。



第五章　行李纵列

一、将行李纵列带上战场时必须谨慎

行李纵列对于军队而言不可或缺，不能被忽视。行李纵列既不能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被杂乱无章地留在后方，也不能被草率地带上战场。由于行李纵列中包括士兵所需要的仆人、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家人，如果其安全得不到保障，士兵们便会因此分心，在战场上迟疑不决、士气低落。所有聪明的士兵都希望能从敌军的损失中获利，同时自己不需付出任何代价。首先，我们建议无论预期的战场位于敌国还是我国境内，各部队都不要将过多仆人带上战场，而只应带上适当数量的仆人，而且必须是他们当中最勇敢之人。但与此同时，各部队也必须分得足够的仆人来照料马匹，分配比例则依据部队等级或马匹数量来确定，以免给部队造成混乱，导致士兵分心，毫无必要地影响战斗力。进行会战时，无论战场位于国外还是国内，这些仆人都应被留在营地内，倘若我军还拥有一些步兵单位，那么步兵也应被派去保护行李纵列。在后面关于宿营的章节中，我们将介绍如何谨慎地保护行李纵列。

二、备用马匹

备用马匹也应被留在行李纵列中。我们想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士兵让仆人把所有备用战马都带到战场上的意义。无论我军获胜还是失败，战场上都存在着太多紧张、混乱和无序的气氛，在这样一片混乱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备用战马，而这种环境也正是我军安排专门的医疗兵来救援士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小规模的突袭分队和侦察队中，骑兵们必须要准备备用马匹。在会战到来的那天之前，备用战马必须始终保持健康和良好的体能状况。但照我们的观点来看，一旦会战开始，备用战马便没有必要被布置在战线附近，而应该被留在营地中。不然的话，在只有年轻孩童掌管马匹的情况下，备用马很容易受惊或造成混乱。

三、如何处置不必要的行李

在军中拥有步兵单位的情况下，如果会战近在眼前无法拖延，无论战场位于我国及盟国境内还是位于边境地带，我军都应将那些在纵列中占据大多数的不必要行李和多余马匹、工具，以及任何在会战当日不会派上用场之物留在一个草料、水源充足的易守难攻之处，此处距离预定战场应在三十至五十里之间。我军应以一到两个营的兵力保护这些行李，同时这支部队也应受命收集能够供应全军四至五天的草料。在会战结束之前，备用马匹应始终被圈养在营地内加以保护。从这支部队中，还要选出一部分人尽皆知的勇士，布置在该地和前线之间，其直接上级为行李纵列的总指挥官。这些士兵负责依据会战结果不同，向行李纵列指挥官汇报，他们是应留在原地，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又或是与主力会合。

四、中间营地

从正式的营地出发前往会战战场时，士兵们应带上自己的备用战马，以及小型帐篷或两件厚重披风——一件用来在必要时穿在身上保暖，另一件则作为帐篷皮或供遮风挡雨之用。另外，他们还应携带二十磅硬面饼、面粉或其他食物，这一点在对付西徐亚人时尤为重要。在距离敌军较近的地方，我军应该建立一座适当的中间营地，哪怕军队只在此处驻扎一天，也要在营地周围设置防御工事。各营应在营地中储存一日所需的草料或干草。若我军会战失败，不得不仓促撤退时，士兵们便可以退到这座营地之中（有时一支军队可以设置两座这种营地）。其中所储存的那些草料，数量必须足以让士兵们不必在局势一片混乱、到处都布满敌军的情况下，冒着伤亡危险外出为坐骑寻找食物。而营地本身，也可以避免士兵们被迫饿着肚子向后方奔逃。另外，在军队无须使用这些草料的情况下，一部分士兵便应负责将其烧毁，之后再与主力部队会合。

五、如何在行军时保护行李纵列

附近存在敌军的情况下，我军在行军时必须将行李纵列置于各部队之间，防止其因为缺乏保护而成为敌军骚扰对象。但各部队在行军时也绝不能与行李纵列互相混杂，而应分开行军。行李纵列应紧跟在其所属的骑兵师后方，士兵们则应轻装简行。

第五章到此为止。



第六章　各种战术和相关训练

勤奋训练是一位士兵所能拥有的最高美德，但与此同时，敌军也可以轻易利用间谍，或从我方逃兵那里获知我军的训练情况，并导致所有预先演习都变得毫无用处。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提到的那些训练对一支军队而言已经足够了，这些简洁的训练既可以让士兵们适应一切阵型，又不会暴露我军的作战计划。但倘若有机会进行一些更复杂的训练，各师也应该分别针对各种阵型进行相应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应首先对下述的各种阵型进行训练，其后再练习那些不太必要的阵型。训练时，必须对每种阵型和训练都加以特殊区分，以免士兵们对自己正在进行哪项训练感到困惑，同时也可以避免士兵在战前便知晓将军的会战计划。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西徐亚式、阿兰式和阿非利加式这三种演习阵型，以及一种意大利式的实战阵型。

一、西徐亚式训练（演习阵型）

在西徐亚阵型中，各营不分攻击部队和防御部队，均以同样方式编组。训练时，各营排成一条战线，并组成两个骑兵团，而非通常的三个团。训练开始后，两翼向前推进，并以外侧各营领先进行环形运动，互相靠近，包围战线前方的一块空地。接下来，两翼继续进行环形运动，右翼在外围，左翼在内侧，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最终前进到互相重叠的位置。这种训练曾是早年军队在冬营时的一种竞技项目。

[image: 101-01]
◎ 西徐亚式演习阵型



二、阿兰式训练（演习阵型）

在阿兰式作战体系中，部分部队会被划入攻击部队，另一部分则被划归防御部队，所有部队都排入一条单独的战线。在各营被编入骑兵团后，各团以二百尺至四百尺的间隔排列。攻击部队在前进时，应像追击敌军一样以袭步前进，之后佯装后撤，退入战线中各团的空当之中。此后，攻击部队应转身与防御部队一同向敌军冲锋。另有一种训练方法则是攻击部队在退入空当后调转方向，之后再从空当中前进，并向自身的两侧冲锋，同时防御部队保持原位置不变。

三、阿非利加式训练（演习阵型）

在阿非利加式作战体系中，所有部队都会排入一条战线，而这也是迄今为止各骑兵部队在训练时所惯常使用的阵型。战线中央的一个团为防御部队，两翼的两个团为攻击部队。在进行诸如追击等需要加速前进的行动时，当两翼的攻击部队开始加速趋前，中央的一团应保持原有的密集队形，并落后两翼一段距离。在准备掉头后退时，进攻部队的两个团中，一个团应停留在原有位置上，或放缓前进速度，另一个团则以高速退回至防御部队所在战线位置。此后，原本已停止前进的骑兵团也应开始退回原有战线位置。在此过程中，另一翼也应快速移动到这一侧，并形成两翼的进攻部队面对面但又不会相撞的情况。另有一种阵型与此相似，但部队配置完全相反。其中央的一团为攻击部队，两翼为防御部队，但行动方式却与阿非利加式训练相同。这种阵型则被称为伊利里亚式
[1]

 。

四、意大利式训练（实战阵型）

意大利式作战体系，既是一种阵型也是一种操练方式。在我们看来，这种阵型在面对任何民族时都能适用。意大利式阵型分为两条战线，包括正面的第一线和后方的支援线，部队也会分为攻击部队、防御部队，并拥有侧卫、迂回部队以及负责伏击的支队。各部队的布置方式已经在前文图示中解释。

通常而言，我们有必要将所有这些训练都进行一遍，这样一来敌军便无法发现我军到底将采用哪种方式进行作战。另外一种隐藏意图的方法则是在第一线训练时，第二线并不伴随其来到训练场，侧卫、迂回部队以及伏击支队也不参与训练，仅由第一线自行操练。这样一来，训练本身也会变得极为简洁高效。话虽如此，在第一线进行训练时，也可以在第二线位置上布置少量骑兵来代表第二线，以便第一线部队能够熟悉自己需要退却多远距离才能获得掩护。与此相对，第二线在单独训练时，也可以将一些部队排列在第一线的位置上，使第二线部队熟悉如何在必要时为前方友军提供掩护。

五、迂回部队和侧卫的训练

侧卫和迂回部队可以在战争爆发之前便单独针对自己的阵型进行训练，以便掌握自己在会战中将要进行的机动，而又不会向敌军泄密。首先，迂回部队可以躲避于主力战线右翼之下，甚至也可以作为战线的一部分排列在侧翼。训练时，无论被布置在哪里，迂回部队在迂回行动开始之时，都应先向右前方前进到训练所需的距离上。紧接着再迅速调转方向，演练如何包围敌军的机动，之后再返回到原有位置上。在此过程中，迂回部队必须始终保持阵型秩序。侧卫的训练方式与此相似。它们位于战线左侧一团的左翼，训练开始时向左前方前进至必要位置，演练如何将我军战线延伸至与敌军相当的长度，之后再返回原有位置。




[1]
 译注：由于攻击部队与防御部队的布置完全相反，伊利里亚式训练的行动方式不可能与阿非利加式完全相同。



第七章　将道：将军必须考虑的要点

会战前日

一艘战船不可能在没有舵手的情况下穿越大海，一支军队想要战胜敌军，也必须依靠合理的战术和战略。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下，若再得到上帝庇佑，我军便不仅能击败实力相当的对手，还能在敌军数量大幅超过我军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战争并不像某些缺乏实际经验之人所想的那样，胜负全由士兵的数量和勇气决定，更多还是要依靠天意、战术以及将军的将道。我们所要关注的也正是这几点，而不应将时间浪费在动员大批部队上。战术战略只要运用得当，便能在战场上获得优势，并给国家带来安定。毫无理由地动员大批部队只能带来混乱和财政方面的灾难。

统帅必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和地点来与敌军交战。首先，他必须随时防备有可能对己方造成伤害的敌军进攻，之后还必须要发动进攻来伤害敌军。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提防敌军的伏击，不断从战场向四面八方的远处派出巡逻队。另外，统帅还要避免在追击敌军时出现秩序混乱或行动不协调的问题。我们不应允许将军本人参与到任何突袭或鲁莽的进攻中，这些任务应交给其他能干的军官来负责。因为若只是一名下属军官出现疏忽或遭遇失败，战局还可以很快扭转回来。可全军统帅一旦遭遇失败，很可能会导致秩序全面丧失。

明智的将军应在战争爆发前便对敌军进行仔细分析，在战时针对敌军优势做好保护性安排，同时尽可能利用其弱点使我方获利。举例而言，若敌军在骑兵方面占据优势，将军便应去破坏敌军所需的草料；若敌军在人数方面占据优势，则应切断对方的补给；若敌军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则应使用贿赂或利诱、许诺的方式来瓦解对手；若敌军内部存在不和，则应收买各派系的首领；若敌军十分依赖长矛方阵，便引诱他们进入破碎地形；若敌军依赖弓箭，我军便应在开阔地形上列阵与之交战，迫使对方进行白刃战斗；在面对西徐亚人或匈人时，应利用其马匹刚刚熬过冬季、健康状况不佳之时，于二月或三月展开攻势，并依上文所述攻击其弓箭手；若敌军在行军或宿营时放松了戒备，我军便应出其不意，日夜对其进行突袭；若敌军十分鲁莽，缺乏训练，而且无法忍受艰苦环境的考验，便应设法让敌军相信我方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之后再将战事拖延下去，等到敌军热情冷却、心浮气躁之后再发动进攻；若敌军在步兵方面占据优势，则应将敌军诱入开阔地区，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从安全距离上使用标枪攻击。

作战就如同狩猎，要靠寻找、撒网、等待、跟踪、围捕或其他类似的诡计来捕获野兽，而不能全凭蛮力。战争中，无论敌军多寡，我们也都应采用相同的办法。若只是在开阔地面上与敌军面对面地短兵相接，以此压倒对方，即使你获得了胜利，这也仍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惨重的损失。除极特殊情况外，任何通过付出巨大代价来获得无意义的胜利的举动，都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一、为军旗祈福

在敌对行动开始的一到两天前，各师师长应为军旗祈福，并将它们分别交给各营的旗手。

二、编组中队

各营营长应将手下士兵以行为单位进行整编，并保持各行的满员。

三、搜集敌军情报

无论是以合适的间隔连续派出目光锐利的侦察兵，还是利用间谍和巡逻队，统帅都应尽一切努力来搜集关于敌军行动、兵力以及组织的情报，以使自己能够居于不被敌军所奇袭的地位之上。

四、以演说来鼓舞部队士气

在适当的时间，指挥官应将部队以师或者团为单位集合起来，而非将全军全部集合。统帅应以合适的演说内容鼓励这些士兵，使他们想起自己先前的胜利，许诺皇帝将给予他们奖赏，以犒劳他们为国尽忠的行为。之后，相关的书面命令还应交到各营的军官们手上。

五、处置被巡逻队俘虏的敌人

在有敌军士兵被巡逻队捕获，或是叛逃到我方时，倘若敌军士兵装备良好、身体健康，则不应对我军士兵展示这些俘虏，而应将他们秘密送至其他地方。若是这些逃兵状况不佳，则一定要将他们展示给我军士兵，将他们的衣服剥光，让他们在军营中四处游行，乞求饶命，这样一来，便可让士兵们觉得敌方全军皆已虚弱不堪。

六、对违纪者的处罚

在临近敌军或会战即将爆发时，统帅必须特别下令，要求各营指挥官延缓几日处罚那些违纪士兵，甚至可以对他们置之不理，切不可操之过急。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可疑士兵，也必须小心对待。可若是这些士兵难以驾驭，不服管教，指挥官便必须寻找一些借口，将他们暂时派往其他地方，以免他们叛逃到敌军一方，泄露我军情报。与敌军属于同一民族的士兵，则应在会战前派往他处，而不应将其带上战场，让其与同族血亲交战。

七、士兵、战马和营帐的维护

会战临近时，指挥官必须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并做好在不利情况下保护辎重的准备，尤其是必须提前为士兵和马匹准备好能够维持数日的粮草。在合适的地区，还应依照后文中的图示建好设防营地，并在营地中准备饮水，以备不时之需。

八、与师长们共同研究战场地形

将军应将师长们集合起来，制定会战计划，并对应在何处战斗加以注意。

九、饮马

会战前夜第一声军号吹响之时，将军应向军官们下令，要求后者确保战马都能够喝足饮水。若军官们忽略了这一点，会战到来之时，他手下的士兵们就可能会落于全军之后。

十、在鞍袋中携带口粮

应向每一位士兵下令，在他们前往各自于战线中的战斗位置时，鞍袋中应携带一磅到两磅面包、大麦、熟食或肉食，另外还要在一个小的行囊里带上一个水囊，其中只能盛放清水，而不能用来装酒。无论会战胜负如何，这些给养都可能会派上用场。很多时候，败退的敌军会逃到某个设防阵地。我军无论是在那里等待敌军再次出战，还是直到夜幕降临时才结束会战，都可能要在那里过夜。若此时没有给养，作战行动便很可能中断。

十一、与不熟悉的民族作战

如果与我军对阵的是一支非常强大，但作战习惯又不为我方所知晓的民族，士兵会因无法预料战况而感到紧张。此时我军便应尽可能多加小心，避免立刻与对方进行会战。在与敌军主力交战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军而言最安全的事情，便是派出少量经验丰富的轻装士兵，尽可能隐蔽地攻击敌军某些支队。若这些士兵成功杀死或俘获一些敌军，军中绝大部分士兵都会将其视作我军强于对方的证明。这样一来，他们便会忘却紧张，重拾信心，并逐渐习惯与该民族作战。

十二、在行军时遭遇敌军奇袭

若敌军发动奇袭，而我军所处的环境又因地形破碎、地表植被过于浓密或时机不利而不适合进行会战，我军便不应与对方交战。与此相对，我军应将兵力集中起来，占据一块适合宿营的阵地，拖延战斗时间，直至地点和时间对我方有利，绝不能在我方不愿作战时被迫进行会战。这种行动并不意味着我军临阵脱逃，只是避免陷入不利的办法而已。

十三、军营以及其中的马匹

当敌军接近我方营地之时，尤其是敌军似乎要以西徐亚式战术来作战的情况下，我军应依照下述几种办法行动。如果我军选择守在工事以内，便应提前收集并储备好足以供马匹一天至两天食用的干草或者青草。若军队选择前往另一处营地，并在那里与敌军作战，则应在行军时带上可供一日食用的干草或青草，并将其储存在新的工事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军不可能放任我军的仆人们外出征发给养或放马。在敌军距离非常接近的情况下，士兵们有必要在行军过程中自行收集草料，因为在设立营地后，仆人或侍童便无法再外出征发草料，尤其是在敌军骑兵数量多于我军之时。

十四、战斗过程中不得搜刮敌军尸体

在会战完全结束前便开始搜刮尸体、攻击敌军行李纵列或营地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因此必须提前警告士兵不得如此，并且要将这一条明确写入军规，让所有人都不犯这种错误。很多时候，这种行为都会导致一支本已经获胜的军队，最终被敌军击败并被完全消灭——当士兵们解散行列各自搜刮财宝时，敌军便可以轻易地横扫他们。

十五、与敌军有血亲关系的士兵

会战前，与敌军同族的士兵应被从军队中隔离出来，并派往其他地区，以避免这些士兵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投奔敌军。

会战当日需要注意的要点

一、不要让将军负担过重

在会战当日，将军本人不应负担过多任务。如果他身上的事务过多，就会变得疲惫不堪，并忽略掉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事情。将军在战场上不应为各种事情担心害怕，而应该活跃地沿整条战线骑马奔驰，鼓舞各部队士兵。但与此同时，将军本人不应参与到实际战斗之中，作战本身乃是士兵而非将军的责任。在所有事务都已安排得当后，将军应前往一处能够观察到哪支部队正在努力奋战、哪支部队又在偷奸耍滑的地方。必要情况下，将军应随时准备好利用手中的预备队，也就是侧卫和后卫，去支援某支陷入困境的部队。

二、敌军的弓箭手

在与弓箭手交战时，应极力避免将我军部队布置在山坡下方或复杂难行的地形之上。将军要么将部队布置在山坡上方，要么便应将部队彻底拉下山，在平原开阔地带上列阵。若不如此，士兵们很可能会突然遭遇在高地掩护下的敌军支队伏击。

三、在获知敌军意图前不要与其交战或暴露我方实力

在对敌军战线进行侦察，并查明对方是否计划伏击我军之前，绝不能与敌军主力接战，也不能放任敌军清楚地观察到我军阵容。

四、在第二线无法隐蔽部署时，应使其紧随于第一线后方，让敌军认为我军只有一条战线

若战场位于开阔无阻的地带，无法为第二线提供掩蔽，则我军趋前与敌军交战时，为使敌人无法准确观察我方行动，第二线应近距离紧跟在第一线后方，以便使我军阵型在敌方看来好像只有一条战线一样。在到达距离敌军约一里的距离时，第二线放慢前进速度，逐渐拉开与第一线之间的距离，使全军恢复正常的阵型。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让敌军（甚至也包括盟军）难以清楚地观察到我军的部署情况。

五、遭遇敌军奇袭时的应对办法

若报告称敌军支队已经击败了我方侧卫和伏击部队，正在对第一线侧翼展开攻击，位于第二线两翼的部分战队应前去支援。若敌军只攻击了我方一翼，那么支援部队应只从第二线相应的那一翼派出；若敌军从两翼进攻，则第二线两翼都应派出部队。若敌军的攻击方向直接指向第二线后方，而后卫部队又不足以抵挡其攻势，则第二线相应一侧的部队便应前去援助。只有这样，其余部队才能集中精力，遂行支援第一线作战的任务。

六、伤员

会战结束后，将军应立刻前去慰问伤员，并亲自监督阵亡将士的安葬工作。之所以如此，原因不仅来自宗教方面，这对于维持生还者的士气也大有裨益。

七、敌方军容的影响

如果敌军兵力庞大，士兵和马匹众多，看上去十分强大，我军便不应该在敌军距离尚远时便在高处上排列战线。不然的话，士兵们一旦看到如此庞大的敌军，很快便会失去勇气。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应在低地展开，使士兵们既不能看见对方，也使敌军无法观察到我方。在敌军接近到一里或半里距离之后，我军再移动到高处，这样一来，在两军接战前，士兵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丧失勇气。若是战场地形开阔，无法使用这种诡计，而且敌军的阵容从很远距离便可看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便应事先在全军散播消息，假称敌军队列中大部分都是马匹和行李纵列，而非士兵。

八、阻止敌军侦察我方战线

会战开始前，在各部队排列战线时，我军应在主力前方部署一到两个营的兵力，以防止敌军观察我方阵型部署，并据此调整其战线部署。

九、营地的保护

如果军队中没有步兵，那么骑兵们的仆人应被留在后方，沿着营地的工事部署，每人负责内层壕沟的一块防区，其使用的武器也应是弓箭、标枪或投石器等他们能够应付的类型。另外还应留下一个战队伴随他们，负责巡逻和守卫营门等工作。整个营地的指挥也要交给一位有能力的军官。

行李纵列绝不能被带到前线，否则在会战中，他们很容易成为敌军的猎物。如果我军在行军时遭遇奇袭，没有充足时间去设营确保行李纵列的安全，那我们应将其安置在第二线右翼各部队附近，并分派一到两个可用的战队去保卫它。

十、收集草料

我们建议军队应在会战前事先准备好草料，但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在会战当日，士兵们前去排列战线时，仆人们也应走出营地，在军队后方或营地附近收集草料。营地中留下的那支部队，也应派出巡逻队来伴随他们。进行会战的时间应足供仆人们来征发足够草料了。此外，仆人们还应被告知，他们须注意布置在高处醒目位置上的信号兵，后者负责警告他们是否有敌军接近。无论是以烟火还是以军号的方式发出信号，其意义都是要将仆人们召回营地。一旦信号发出，仆人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营地之中寻求掩护，不然他们很可能会被切断在营地之外。

由于会战结果无法预料，收集草料的工作至关重要。在我军战败之时，只要士兵们仍然拥有足够粮草养活自己和战马，只要战马状况足够好，他们便可以自由选择是坚守阵地，还是再次与敌军交战，或是在士气崩溃、战马筋疲力竭之前立刻以整齐的秩序撤退。如果我军没有将给养准备妥当，战败后又无人敢于走出营地去收集草料，战马便无法恢复体力，士兵也会因此丧失斗志。饥饿和恐惧会导致我军失去一切扭转败局的机会。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手中随时掌握可供马匹食用一到两天的草料，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应收集更多，即使附近便有优良的牧场。

十一、战败后

如果我军在第一天的会战中失利，在我们看来，凭借这些已经在战场上被击败的部队，在近乎同样的时间或仅仅相隔了几天后便再次与敌军交战，是绝对无用且对我方不利的。我们强烈建议，将军们对于这种做法最好连想都不要去想，因为转败为胜的难度对任何人而言都过于巨大。除西徐亚人以外，无人能够让反败为胜成为一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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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罗马人而言，这更是十分罕见。即使将军已经找出自己在第一天会战中犯下了什么错误，希望再战一场来弥补过错，士兵们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可能理解将军要他们立刻再战的原因。他们通常会将失败看作是上帝的天罚，并因此丧失信心。因此，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会战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军不应再试图与敌军正面对决或重新展开攻势，而应转而以诡计、欺骗、谨慎把握时机的奇袭以及所谓“打了就跑”的战术来与敌军对抗，直到士兵们忘记自己的失败，重新鼓起勇气来为止。

即使在军队士气高昂，且有充足理由（这些理由很难在此处列举清楚）使将军认为再次与敌军交战对我军有利的情况下，将军也应将原先的第一线打散开来，改做第二线使用，同时将第二线改做第一线。不过由于第二线人数较少，若单凭原第二线部队与敌军交战可能显得过于薄弱，因此应从原第一线骑兵营中挑选部分士兵，补充进原第二线部队。

在会战以失败告终时，将军不能有半点犹豫拖延，除非有希望等到盟军赶来或有希望得到其他形式的支援，抑或出现敌军主动提出议和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议和谈判绝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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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应在私下里进行。如果对方的议和条件十分宽大，将军可以立刻与对方达成协议，其条款的执行也不能敷衍了事，必须以互换人质或起誓的方式来加以确认。如果敌军提出的条件十分严苛，而且有拖延时间让我军士兵放松警惕的企图，那么我方就应在士兵中散播谣言，将敌军的条件变本加厉地说给士兵们听。这样一来，当士兵们听到这些条件之后，就会感到极为气愤，产生自己不得不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想法，并因此对军官们变得更加服从。战败后行动越是拖延，我军士气就会越低，越可能发生全面崩溃，而胜利者的信心也会越发高涨。因此，在士兵彻底崩溃之前，将军应命令所有营级指挥官、什长和伍长去劝说、鼓舞士兵们，告诉他们眼下没有时间去失落，有这些时间还不如去仇恨敌军，鼓起勇气来弥补一部分失败。如果有机会直接在战场上扭转败局，则我军便应利用前文所述的某些作战方法来与敌军交战。倘若情况不是这样，在面对危险的情况下，我军也必须重新排列出一道看似勇敢的正面来掩护撤退。如果获胜的敌军以步兵为主，则我军应不加拖延地以良好的秩序骑马撤退，或在某处安全地点建立设防营地。如果胜利者是像波斯人和西徐亚人那样以骑兵为主，我们便应在抛弃掉那些多余的财物和行动迟缓的马匹后再快速撤退。除少量部队以外，全军大部分人员应下马组成两个方阵（Phal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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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一个空心的四方阵。将马匹和行李安置在中央，士兵则在外据守，并将步弓手置于最前排。凭借这种阵型，我军便可安全撤退。

十二、战胜后

与上述情况相对，如果会战结果对我军有利，将军便不应只满足于击退敌军。缺乏经验的将军经常会犯下这种错误，贻误战机，还辩解说：“穷寇莫追。”可事实上，这些贻误了追击时机的将军，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还会导致战役的最终结果悬而不决。直到敌军被彻底摧毁之前，绝不应有任何犹豫和拖延。倘若敌军进入工事寻求保护，我军则要么对其直接施加压力发动进攻，要么断绝对方为士兵和马匹收集粮草的出路，直至敌军彻底崩溃，要么就应在条款对我方有利的条件下与对方议和。一位将军绝不能满足于只将敌军击退一小段距离，否则他便可能会在经历辛苦和危险的战斗后，仅仅因为不坚持追击，而将整场战役的胜利置于危机之中。战争与打猎一样，射失的箭矢无论离猎物多近，也还是没有命中。

会战获胜后，将军必须对士兵们的秩序保持谨慎，将他们始终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中。不过，无论下发多少相关的命令，若军队只是秩序良好，也还是不足以确保自身安全并给敌军施加伤害。更重要者还在于上帝的庇佑，这也是一位将军想要在战争中获胜的最主要条件，同时他还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的优势。举例而言，如果将军决心与敌军进行会战，他就必须亲自从所有适宜会战的地点中，找到最为开阔平整、能发挥枪骑兵威力的地方。确定战场之后，我军不仅要派出巡逻队对战场左右两侧和后方两三里范围进行监视，还要仔细检查我军前方的整片地面，以防地面上存在沟壑或敌军陷阱。

十三、侦察

会战当日，上文中刚刚提及的巡逻队应在人数上加倍，并在一早将他们派出到距离战场两三里的各个方向上去。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不应仅要求他们监视敌军行动并向主力汇报，同时还应让他们拦截所有试图叛变到敌军一方的逃兵，因为这些巡逻兵们所处的位置很容易捕获逃兵。若敌军士兵带着自己的财物投奔我方，巡逻兵们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使其不被附近的某些暴徒挡住去路。

负责侦察主力部队前方地面的巡逻兵需要前进到距离敌军战线一箭射程之处，检查敌军是否秘密挖掘了壕沟或设置了陷阱，确保主力部队的士兵们不会遭遇意外之灾。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或某些关键时刻中，我军绝不能只派出单独一名巡逻兵侦察前方，而是应该再增派一名士兵担负同样的任务。这样一来，如果前面那名巡逻兵被对方俘虏，后面的一名便能知晓此事，并向主力转达。在我军排好战线之后，若地形适于进攻，我方便应抢占先机，不给对方依照我军部署调整阵型的机会。此时对我军而言，最为安全之事便是立刻发动进攻。

十四、不得过早暴露第二线

在主力冲锋因某些充足理由而被推迟的情况下，第二线更要保持隐蔽，若附近有树林，便利用树林隐蔽，若有低地，便将第二线藏在低地之中。倘若敌军过早地发现了我军的第二线部队，他们便有可能采取行动，以伏击或其他诡计来限制其作用。

十五、会战前不要展露武器的光亮表面

我们发现，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其他民族，几乎所有士兵在观察对方战线时，都认为盔甲更为昏暗的一方要比盔甲更加明亮的一方更有机会获胜，这种普遍看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除神意以外，会战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军的指挥以及部队的士气。一些权威人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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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战场附近存在树林或盆地，我军便应在其中隐藏起来，使敌军无法从一至两里以外看到并针对我军阵型采取反制措施。如果地形开阔、天气晴朗，士兵们便不应佩戴头盔，而应将头盔放在手上，迫近敌军之后再佩戴起来。如果士兵们使用的盾牌尺寸较小，便应将其置于胸口，掩住身甲，同时还要用斗篷盖住肩部的甲胄，直到合适的时间再将其展开。此外骑枪的枪尖也应被遮住。这样一来，自远处看，我方几乎不会出现任何闪光。通过展现这样一种军容，可使敌军受到惊骇，导致其在会战开始前便丧失信心。当然，敌军也可能会采取同样的手段。

十六、对各师长重申各自的职责

每个骑兵师三分之一的兵力为攻击部队，位于各师两翼；位于中央的三分之二兵力则是防御部队。在冲锋时，骑枪上的飘带必须摘下收纳在相应行囊中。在接近到距离敌军一里之前，士兵不必从骑枪上摘下飘带，但在那之后就必须将其摘下叠好。营级部队的军旗尺寸不得过大，团长的军旗则应更大一些并使用不同的标识。以此类推，师长的军旗应与其余军旗存有明显区别。冲锋过程中，士兵不得呐喊，直到双方短兵相接后才行。冲锋开始时，各部队，尤其是位于后方的部队应为第一线助威，其余噪音则应被禁止。大部分军号在行动中都不应被吹响，以便师长的号手能够明确发令。师长本人应位于自己所指挥的骑兵师中央，与防御部队一同行动。团长则应位于自己所属骑兵团接近于全师中央的那一侧，与攻击部队所属的各战队一同行动。各团长、营长必须监督手下士兵，履行此处所列出的各项规则。

在排布战线的同时，传令官们应对战场所在地进行侦察，检查双方战线之间的地面情况，寻找地面上的沟壑、泥沼以及任何敌军可能布置的陷阱。若上述障碍物中任意一种确实存在于战场之上，则我军便应停留在原地，等待敌军先行穿过那些障碍，之后我军再从坚实的地面上发动冲锋。师长的军旗不仅应在外观上与其余军旗有所区别，使下属所有旗手都能清晰辨认出来，而且在军队停止前进时，旗手还应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来举这面军旗：如长时间高举或放低，偏向左侧或右侧，或是将其直立着举起后频繁摇动等。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最混乱的会战中，其他旗手也能从乱军中将其清晰地辨认出来。各师长的军旗不能以相同方式来举，而应各自不同。这一点在训练时便应有所体现，以便士兵们能够熟知自己所属师的军旗。这不仅有助于各营迅速找到自己所属骑兵师的位置，而且可以让掉队士兵们方便地认出自己所属师长的军旗，进而找到自己所属的骑兵营。

与敌军同族的士兵应在会战前便被隔离开来，并借故将他们派到其他地方去。另外，如前文所述，师长还应准备好在全师所有骑兵营集合起来统一训练时使用的书面计划。

十七、以相同方式向营长、团长、师长们重申各自职责，使他们知晓各自应做之事

无论一个战队或骑兵营是在主力部队中与其他部队一同行动，还是在其他地方自行宿营，士兵们都应在清晨进行任何工作前，以及夜间吃过晚饭后、解散前吟诵《三圣颂》（Trisagion
 ），或按照其他习俗进行祈祷。

依据各部队士兵素质的不同，纵深不同的各行应按照前述章节中的图示排列队形。每行都必须由老兵和新兵混编而成。前方两排和最后两排的士兵应使用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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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排和第四排士兵使用弓箭，其余士兵则可以使用任何自己擅长的武器。

骑枪上的飘带在与敌军接战前应被取下，否则它们不仅会妨碍使用该骑枪的士兵本人，还会干扰其后方的士兵。

从武艺不精的士兵之中，应挑选出六至八名医疗兵，负责在会战过程中照料伤员。

选出两名做事干练、机警且精力充沛的士兵担任间谍，另外还应选出两名士兵担任传令官。

选出两名能干的士兵担任测绘人员，负责考察宿营地点。

选出两名士兵担任宿营组，负责侦察道路。

位于军旗两侧的两列士兵，在会战中应负责保护军旗。

军中应挑选出一位优秀的演说家。

军中应选出一位经验丰富、纪律性强的士兵来负责保卫行李纵列。

在规模较大的骑兵营中，会战前应竖立两面军旗，一面代表营长，另一面代表资深百夫长，即首席百夫长。负责保卫两面军旗的年轻士兵或什长应按照相同的配置来安排。不过在会战当日，代表首席百夫长的军旗不应被带上战场，而只应保留营长的军旗。

会战当日，士兵们应各自在鞍袋中携带一壶饮水和一到两份干面饼或其他口粮。

会战结束前，也就是战斗仍在进行的过程中，严禁士兵搜刮敌军尸体，而这道命令在战场上也应反复强调。

各营应以前文所示的符号和图示排列队形。

行军过程中，尤其是在可能接敌的情况下，士兵不应与行李纵列混在一起。各营战斗人员应单独行军，其行李纵列则位于其后方或情况所允许的其他位置。

应按照本书先前所述的那些方式来对士兵进行训练。若某位军官不了解这些操练方式，应向其下发关于这九种操练的书面说明。

战马不仅应熟悉在开阔的平原上快速机动，还有必要适应如何在山地、植被茂密地带、崎岖地面，以及上坡、下坡等地形上行动。只要战马能够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那么无论是骑兵还是战马，便将不再会因任何地形而感到惊慌或困扰。即使天气炎热，也应特别注意不要让马匹饮用太多的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果营地不设在河流旁边，对军队事实上是有好处的。在训练时，战马应被带到崎岖地形上进行操练，各骑兵营也应在复杂地形上依照常规阵型排列开来，士兵们就在这种地形上以袭步策马向前，之后再以同样方式返回原位。那些因爱惜马匹而忽略了这种操练的士兵，很可能会招致会战失败。另外，士兵们也有必要熟悉如何在高温天气下进行这些操练，因为无人能够知晓战争会在何时爆发。

本书第七章到此为止。




[1]
 译注：西徐亚人之所以能够经常反败为胜，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中几乎都是来去如风的轻装马弓手，即使在战场上被敌军击败，也能够迅速撤退而不会损失太多兵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莫里斯还是任何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都会使用“西徐亚人”一词来指代包括匈人在内的全部游牧骑射民族，因此西徐亚人并非特指某一个民族，而是指代习俗相近的一类民族。


[2]
 译注：这种安排主要是为了预防敌军利用议和行动或议和条款来使士兵放松警惕，甚至产生厌战情绪。


[3]
 译注：莫里斯在本书中使用“方阵”一词来指代单条战线的步兵战斗阵型，而非传统意义上由手持长矛的重步兵组成的希腊方阵。此处的两个方阵，即是一左一右两个纵队的意思。


[4]
 译注：莫里斯之所以表述为“权威人士建议”，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认为这种行动并没有什么意义。


[5]
 译注：若按照第一章的说法，罗马重骑兵同时装备骑枪和弓箭，此处“应使用骑枪”所指的，可能是让这四排骑兵在冲锋时要使用骑枪而不是弓箭来作战的意思，而不是说这些骑兵只拥有骑枪而没有弓箭。



第八章　总体指导及军事格言

一、给指挥官的总体指导

（一）在遂行极为重要的行动时，一军之将绝不能认为有任何工作不值得自己去做，而应该尽可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这种行为能够让士兵对军官更加服从，哪怕仅仅是出于羞耻心，士兵们也会更多出一份力。

（二）若某种违纪行为在士兵之间极为普遍，在施行惩罚时必须有所节制，不能不加区分地惩处所有违纪者。倘若惩处措施引发了广泛的怨恨，军队的纪律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明智的办法是，只惩处士兵中的少部分带头人。

（三）将军在军中的生活方式应如同其手下士兵一样简朴，对士兵也要视如己出。在下达命令时，将军应保持温和的态度，而在处理关键性事务时，也需要亲自与下属进行探讨，并给予对方一些建议。将军必须时刻关心士兵们的安全、给养以及军饷发放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应通过惩处违纪者的方式使士兵对自己感到敬畏。一旦军中出现纪律问题的苗头，便应立刻采取行动予以遏制，绝不能有所拖延，以致酿成大祸。只有在士兵认为将军既令人尊敬又公正时，将军才能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除此以外，将军还必须保证平民在军事行动中不受伤害。

（四）将军必须保持适度的生活方式和灵活的头脑。将复杂问题放在夜晚去处理是十分有好处的，在夜间制定计划也要更容易一些，因为此时人们的思维不会受到太多外部干扰。

（五）在制定计划时，必须慎重而不能急躁，一旦计划制定完成，下定决心要将其付诸实施，便不能再有任何迟疑和胆怯。胆怯与谨慎完全不同，这不过是一种恶毒的发明而已。

（六）将军的头脑绝不能因胜利而过于兴奋，也不能在诸事不顺时过分沮丧。

（七）依靠谨慎的计划和将军的技巧去征服敌人，远比单凭蛮力更加安全有利；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方可以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获得胜利，而后一种情况下我方则要付出相当代价。

（八）作战时十分有必要在敌军中散播谣言称我军将采取某种行动，而同时我军采取另一种行动。关于重要行动的计划绝不能告知太多人，只能让将军身边的少数人知晓。

（九）在与敌军作战时，一位将军绝不能总是反复使用同一种办法，哪怕这种方法总是能取得成功也一样。在很多例证中，敌军最终都适应了这些战术，并想办法对其进行反制，最终给我军造成了灾难。

（十）将军应对有关阴谋或叛变的谣言保持警觉，无论谣言所说的是我方还是敌方，也绝不能坐视不理。将军应采取行动，在叛变成为现实前予以制止。

（十一）应该派出一些士兵假作逃兵，给敌军带去关于我军行动的假情报，以迷惑对方。

（十二）应编造一些我军在其他地区获得胜利的谣言，来鼓起士兵们的勇气。

（十三）关于我军遭受挫败的消息一定要秘而不发，而只在军中传播那些与此相反的消息。

（十四）绝不能任由遭遇失败的部队陷入绝望，而应利用各种手段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使他们重整旗鼓。

（十五）在与敌军交战时，将军必须暂时放过那些触犯军法的士兵，但在战斗结束后，必须将那些妖言惑众者赶出军队。

（十六）我军阵亡士兵必须在夜间秘密掩埋，而敌军尸体则应被留在战场上，以便作为一种使敌军丧失勇气的手段。

（十七）敌军派出使节团前来之时，我方应提前调查使节中的领导人物，当使节团抵达后，应以最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方，这样一来，敌军便可能会对使节们产生怀疑。

（十八）对于我军士兵所犯下的那些懦夫行为应加以保密，不能公开惩处，否则反而可能导致这种行为蔓延到全军之中。

（十九）若想要不受干扰地渡过一条河流，只需要沿着河岸挖掘一道深沟，在其中填上木柴，在大部分军队渡河之后，剩余人员点燃深沟中的木柴，便可趁其燃烧时，不受干扰地渡河。

（二十）为敌军制造不和与怀疑的办法中，有一种是让士兵在蹂躏、劫掠地方财产时，故意放过某些敌军显要人物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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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一）若希望被围攻的敌军城市投降，一种办法是将信件系在箭矢上射入城内，许诺在开城后给予对方自由和豁免。这一消息还可以通过释放敌军俘虏的方式来传达。

（二十二）在适合伏击行动的地形上追击敌军时，必须加倍小心。一位良将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撤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发动进攻。

（二十三）绝不能被敌军所表现出的人道行为或诈败所欺骗。

（二十四）可以通过行动时的犹豫和苍白的面色来辨认出懦弱的军官，并在会战时将他们分派到辅助部队去。

（二十五）攻克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之后，我军有必要打开城门，以便让居民从城中逃出，而不要逼他们做困兽之斗。同样，在攻克敌军的设防营地时，也应采取同样的行动。

（二十六）即使在国内作战，也应建造设防营地，一位良将在面对敌方进攻时绝不能说出“我没料到”这种话。

（二十七）若想要安全撤退，只需在某地点起大火，之后军队便可前往另一地点，而敌军只会前往火焰所在之处。

（二十八）可以给那些从我方叛逃至敌军中的变节者写信，并故意使其落入敌军手中。信件内容应像是提醒那些变节者们，不要忘记事先约定好的阴谋计划。这样一来，敌军便会对他们产生怀疑，迫使这些人不得不从军中逃离。

（二十九）在军队即将执行危险任务或突袭行动时，应将那些懦夫、病号，以及因马匹过于虚弱而无法参战之人一同调离部队。这样一来，军官们便可以宣称那些懦夫是因为生病才被调离，并以此为借口将他们与其余士兵隔离开来。这些懦夫可以被派去守卫要塞或执行其他危险性不大的任务。

（三十）我军应在谷物成熟后对敌国发动进攻。这样一来，我方便不会缺乏给养，而远征行动也会给敌人造成更多伤害。

（三十一）我们不应为那些空口承诺为我方战斗，但真实目的却不明确的人提供武器。

（三十二）在获得一场会战的胜利之后，我们绝不能变得鲁莽，反而应对于败退之敌可能进行的突然反击加倍注意。

（三十三）即使我军兵力远强于对方，也绝不能粗暴对待敌军使节。

（三十四）无论一支军队多么强大，在围攻城市时也绝不能将自己的营地放任不管，或是想当然地认为营地本身的工事足以确保其安全。无论如何都应不间断地派巡逻兵侦察周边地区。

（三十五）对于那些自敌军叛逃而来的可疑人员，我们应向他们告知与实际完全相反的行动意图，这样一来我们便有可能利用这些人去欺骗敌人。而在休战或暂时的和平期间，也应小心防范这些人挑起叛变行为。

（三十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盲目相信敌方逃兵或变节者所带来的情报。我们应将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与突袭敌军时抓获的俘虏的口供进行对比，以判断其真伪。

（三十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敌我双方共同起誓许诺的协议，都不应被破坏。

（三十八）除神佑以外，我们还应将自身安危的希望寄托于武力，而非防御工事。

（三十九）我们应对士兵下令，让他们无论是在节日期间、雨季，还是在白昼、黑夜都要做好进军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们便不必事先将具体行动时间通知士兵们，而他们又能够时刻做好行动准备。

（四十）在没有必要或并非有绝对把握获利的情况下，不应采取冒险行动。这种行为无异于用金饵钓鱼。

（四十一）对于那些来到我方军中避难的当地居民，绝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接受。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被敌军派来组织阴谋、破坏我军行动的。

（四十二）我方城市遭到围攻时，对于那些前来投奔的敌方逃兵也一定要多加警惕。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敌军派来在城中放火的，以便城外敌军趁守军忙于救火时发动进攻。

（四十三）将军不应放任那些在会战中被击败的部队不管，不应任由他们撤往某座设防营地或其他要塞寻求保护，即使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行动看起来十分合理也还是一样。与此相反，应趁着恐惧之情尚未深入士兵心中之时再次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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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军没有放任部队逃跑，败军便会有更大的把握反败为胜。

（四十四）若一位将军感到自己已经做好了与敌军进行会战的准备，那么他便应将战场带到敌方而非我方国土上。在敌方国土上作战能让士兵们变得更具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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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样一来，士兵们还会感到自己正在参与的战事并非只是为国而战，同时也关系到自己的性命安危。在拥有要塞的己方领土上作战时，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士兵们在失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撤进要塞寻求掩护，因此不会感到自身性命有多少危险。

二、军事格言

（一）在展开危险的行动前，将军应举行礼拜仪式。这样一来，当他真的陷入危险时，便可自信地作为一位朋友，祈求上帝保佑。

（二）一位将军越是在夜间不眠不休与手下一同工作，越是勤奋训练士兵，在与敌军作战时，所面临的威胁就越少。

（三）绝不要在士兵们的勇气已接受了足够考验之前便将他们带上战场。

（四）若能以不与敌军进行会战的方式，例如通过欺骗、突袭或饥饿的方法伤害敌军，则更对我方有利，因为会战本身的胜负更多依靠运气而非勇气。

（五）只有那些在投入实际行动之前，不曾为敌军察觉的计划，才能获得成功。

（六）兵不厌诈，除某些阴谋情况以外，敌方士兵叛逃对我军而言是最为有利的，这比在战斗中杀死此人对敌军伤害更大。

（七）那些做不到知己知彼的将军，一定会遭遇灾难性的结果。

（八）勇气和纪律的作用，要比士兵数量更加重要。很多情况下，战场上的限制因素会导致弱势军队反而占优。

（九）只有少数士兵是天生的勇士，大部分合格士兵还是要依靠将军的培养和训练。那些从未停止锻炼的士兵会在勇气方面有长足进步，闲暇的人则会变得懦弱懒散，因此将军必须注意让所有士兵都保持忙碌。

（十）那些敌军意料之外或者突然发生的事情，能够使他们受到惊骇，而对于那些他们早已熟悉之事，敌军是不会多加注意的。

（十一）在获得一场会战胜利之后，将军若放任分散各处、秩序混乱的军队追击敌军，则等同于将胜利拱手送给敌军。

（十二）开战必须要有正当理由。

（十三）一位良将必须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抓住战机，同时利用敌军的弱点。

（十四）将全军集合在一起讨论战况，或是在士兵们休息时频繁传唤他们，这对战事毫无益处，只会为军队带来不和。

（十五）即使没有敌军骚扰，也必须让士兵们有事可做。士兵们若习惯了懒散度日，军队便会遭遇巨大的麻烦。

（十六）明智的将军不会将一支规模大于我军的盟军带入我国国土，否则倘若这支盟军发生兵变，他们便会逐退本土军队，之后占领当地。

（十七）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在盟军中编入大量不同民族的人员，以降低士兵们欲行不轨的可能性。

（十八）我们应以与敌军相同的方式排列我军阵线，用我们的步兵去对抗敌人的步兵，轻装部队、骑兵、重步兵等各兵种皆应如此。

（十九）那些无法为手下军队提供足够食物和其他给养的将军，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失败铺路，即使周围并没有敌军也还是一样。

（二十）仰赖于手下骑兵，尤其是枪骑兵的将军，应寻找适合这些部队行动的平原地区，并在那里强迫敌军接受会战。

（二十一）反之，若是某位将军以步兵作为主力，他便应精心去挑选不平整、破碎或植被茂密的地区作战。

（二十二）若我方已经获悉自己的计划被泄露给了敌军，那我们就应该更换所有通讯密码和其余传令方式，并改变会战的阵型。

（二十三）对于我军应做何事，应向众人寻求意见；对于我军要做何事，只应向少数值得信赖之人寻求意见；之后将军只能依靠自己去选择那个完善且对目标最有帮助的计划，并将其坚持到底。

（二十四）要么将军队集结在补给站附近，要么就必须把给养送到军队所在之地去。

（二十五）一位将军不应完全依靠侦察兵去勘察道路，他应该用自己的双眼去仔细观察那些道路。

（二十六）侦察兵必须从性格沉稳、目光锐利、人品可靠、做事严谨，且热爱自己的名声超过金钱之人中甄选而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回准确的报告。而那些轻浮、懦弱，容易因某些捕风捉影之事而兴奋不已之人很难将实情探查出来，这种人很可能会给将军和全军带来危险。

（二十七）和平时期，对将军的敬畏和对违纪者的惩处能够让士兵乖乖听话，但在战役进行过程中，让士兵满怀希望并给予他们奖励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二十八）试图用饥饿来摧毁敌军的将军，往往比总是用武力来摧毁敌军的将军，获得的胜利更大。

（二十九）若敌军间谍在偷窥我军时被抓获，在我军兵力强大、阵容壮观之时，应将其不加伤害地予以释放。敌军在收到他带回的情报之后，信心必将受挫。反之，若我军兵力薄弱，则应对间谍施以严刑拷打，逼迫其供出敌军秘密，之后要么将其处死，要么派人将其押送至其他地方。

（三十）若士兵们暴露出胆怯的迹象，将军应使出浑身解数，重塑他们的勇气。

（三十一）“制定计划时应谨慎缓行，但若下定决心，便应迅速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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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战机转瞬即逝，绝不能耽搁。

（三十二）在士兵眼中，你绝不能因胜利而过分得意，也绝不能因失败而一蹶不振。

（三十三）敌人之所以会害怕某位将军，绝不是因其说话危言耸听，而是因为他所做之事令敌军感到恐惧。

（三十四）夜间制定计划，昼间付诸实施。一位将军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思考又行动。

（三十五）对下属要求过于苛刻的将军，或是对下属过于放纵的将军，皆不适合指挥作战。对将军的恐惧会导致士兵怨声载道，而对士兵过于忍让又会让士兵们蔑视指挥官。因此将军应不偏不倚。

（三十六）在与敌军签订条约或停战协议之后，指挥官应确保军营的守卫比先前更加稳固、严密。这样一来，若敌军选择破坏协议，他们最终所能获得的，仅有不守信用的名声，并导致他们为神所疏远，而我军则能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恪守承诺。一位良将绝不能说：“我未曾料到此事。”

（三十七）规模较小的部队应选择正面较窄、与部队规模相称的地区作为战场。在这种战场上，由于地形限制，人多势众并无任何用处。研究敌军所在地区的地形，将军便能够对敌军规模做出大体估计，因为将军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何等规模的军队需要多大空间来部署。

（三十八）如果不想让敌军知晓我军的兵力，我们应让士兵们以密集队形徒步行军。我们可以借此欺瞒敌军，使他们无法对我方人数做出精确的估算。

（三十九）在我军背对而敌军面对太阳、风向以及飞尘的情况下行动是十分有利的。这样一来，敌军的视线就会受到干扰，呼吸也会变得困难，使我军能够轻易获胜。

（四十）我军应在敌军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完成战线排布。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敌军却几乎连拿起武器的时间都没有。

（四十一）如果我们能先做好冲锋的准备，我军便可以在信心满满的情况下，安全地攻击敌军，而敌军则会对此忧心忡忡。

（四十二）在战线已经排列完毕时，对士兵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应是保持阵型整齐，以及维持战线之间的空当距离。

（四十三）必须考虑到伤员的情况。如果我们忽略了伤员，其余士兵便不愿意再拼命作战；而对伤员的怠慢，也会导致我们失去某些本能救下的士兵。

（四十四）在敌军逃跑之时，必须禁止我军士兵们搜刮尸体，不然他们便会分散开来四处搜寻财物，而敌军也会趁此机会重新整队来攻击他们。

（四十五）若军队在仅仅一场会战中便损失了大半人员，责任在将军本人。

（四十六）一支军队若能发出整齐且洪亮的呐喊，便可借此震慑敌军。

（四十七）一位不把任何事看作理所当然的将军，在战争中将会拥有稳固的地位。

（四十八）如果敌军拥有非常强大的弓箭手，则应注意在潮湿天气中对其发动进攻，因为这种天气会对弓箭威力产生不利影响。

（四十九）我军指挥官应依据敌方将领的脾气、秉性来制定各种计谋。若敌将性格鲁莽，则应引诱其进行不成熟且冒险的行动；若敌将胆小怕事，那么连续的奇袭就可能将其击垮。

（五十）在处理手下士兵与盟军士兵之间的事务时，将军应做到不偏不倚，对两方都能公正相待。将军在给予盟军礼物时，也应相应地定期增加发放给我军士兵的奖赏。

（五十一）战争期间，将军应多做一些分外之事，少取一些分内之财，这可以增加他在军中的声望，并获得所有人的好感。

（五十二）必须对战争的不确定性多加注意，哪怕是在获得会战胜利之后，将军也应随时做好准备，聆听敌军提出的对我方有利的和平条件。

（五十三）相对其余装备，将军应对武器更加用心注意，因为其余装备都是能够从敌军国土上获取的，而倘若没有武器，我们便无法征服敌国。

（五十四）最好的将军不一定要出身豪门，但必须拥有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作为。

（五十五）一位将军不仅要正确处理眼前的问题，也要为未来做好打算。

（五十六）最优秀的统帅，绝不会在完全无法预测结果的情况下，与敌军进行可能带来灾难的会战，也不会去模仿那些虽因大获成功而受到敬仰，但实际上却行动鲁莽的人物。将军应在让敌军疲于奔命的同时，确保自身安全，并始终居于对自己有利的战场上。

（五十七）一位将军若是贪得无厌，很可能会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并成为敌军的利用对象。

（五十八）喜爱奢华生活的将军，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

（五十九）最好的指挥官，既能在正确时间唤起士兵们的勇气，又能在士兵撤退时打消他们的恐惧。

（六十）希望获得和平的将军，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野蛮人只有在面对一位随时能够作战的对手时，才会感到紧张。

（六十一）平日里所犯的小错，只需短短数日即可弥补。但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却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六十二）那些表现始终不佳的人，即使连最普通的任务也不能交给他们。

（六十三）一位机警的将军不仅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进行考量，还要提防那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六十四）要把和平当作是战争的准备期，并把会战当作勇武的展示台。

（六十五）只有在复查了自己是否忽略当天应做之事，并提前想好明日应做何事之后，将军才能够睡觉。

（六十六）将军应在所有时候都进行自制力的锻炼，尤其是在战时。

（六十七）一位将军不应轻易相信某人一定会完成某事的承诺，否则几乎全军上下都会认为这位将军过于轻浮。

（六十八）长时间谨慎地深思熟虑，是确保战争中我军安全的保障。性急且冲动的将军通常都会犯下大错。

（六十九）将军必须以身作则，以最高的标准约束自己，多行善事，绝不做自己禁止士兵们去做的事情。

（七十）将军必须通过让士兵们起誓的方式，确保手下的忠心。

（七十一）若将军能够知晓手下每位军官和士兵的特长以及性格，他便能知道每个人最适合什么任务了。

（七十二）希望计划能够保密、不为敌军所察的将军，绝不能认为手下士兵们不会泄露计划。

（七十三）双方军队均装备齐整时，两位将军谁的战术更加优越，谁就会获胜。

（七十四）与古时一样，那些有能力进行精彩演说的将军，能够让怯懦者走进战场，也能鼓起一支败军的勇气。

（七十五）将军必须充分了解作战地区，对军队而言是安全、健康，还是会影响士兵健康或不适合居住，其附近是否拥有水源、木材以及草料等必需品。若这些必需品的距离较远，那么征发工作就会变得困难而且危险，尤其以附近存在敌军时为甚。另外，抢在敌军之前占据当地各处高地也是十分有利的。

（七十六）与古时相同，将军所采取的一些诱敌行动可能会非常有效。举例而言，如果我军看起来即将宿营，敌军便可能被引诱着做出同样的行动，并将军队分散开来进行准备工作。同时，我军可以秘密地排列战线发动进攻，即使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借此机会悄悄撤退。

（七十七）行动时，将军应像一位优秀的摔跤手一样，在某个方向上进行佯攻以图欺骗对手，之后再好好把握住创造出来的机会，顺势压倒敌军。

（七十八）在会战或任何针对敌军的行动过程中，即使是最勇敢的将军，只要他足够明智，就必须时刻谨记失败或战败的可能性，并计划好当这些情况真正发生时，他该如何行动。

（七十九）将军的意志品质与士兵们紧密相连。古往今来便有说法，一队由狮率领的鹿，要好过一队由鹿率领的狮。

（八十）盟军不应与我军混合在一起作战，他们应单独设立军营，单独行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阵型以及作战方法不为盟军所知。不然的话，一旦他们变节与我军为敌，便可能会利用对我军的了解来加害我方。

（八十一）在战争中，判断哪种行动对我方有利，最佳途径有如下述：对我军有利之事便是对敌军不利之事；敌军能够从中获利之事，一定对我方有害。那些敌军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便不要去做，敌军想要规避的事情，我们便一定要让其发生。我军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任何我们认为对我军有利的事情。如果你去效仿敌军，跟随他做出了能让敌军获益的事情，这便等同于伤害了自己。反之亦然，若你在做某些对自己有利之事的时候，敌军效仿了你的行动，那他便是在加害于自身。

（八十二）军队在会战时应列成数条战线，并对敌军进行多次冲锋。谨记那句诗歌：“仅仅吹灰之力，不曾疲惫的你，便在激战之中，将力竭之敌赶向城市。”

（八十三）有很多严肃的理由可以证明，毫无限度地拉长战线，会带来巨大危险。

（八十四）若我军的目标只是击败敌方军队，则我军人数仅需与对方相当。但如果我们想要征服敌方领土，便需要比敌军更多的数量。

（八十五）将军应在军队中编入更多骑兵而非步兵，因为后者仅能在短兵相接时发挥作用，前者却还能有效追击敌军或轻易撤退，同时他们还可以下马步战。

（八十六）一位明智的将军只有在有特别大的胜算或优势时，才与对方进行会战。

（八十七）将军应时常改变自己的穿着和外貌，使自己在排布战线时、发动冲锋前、与敌军会面时，甚至进食、睡觉时看起来都不一样。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被敌军或一些密谋叛乱者轻易捕获。迦太基人汉尼拔（Hannibal the Carthaginian）便曾佩戴假发和各种假胡须，使他手下那些野蛮人认为这个人超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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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十八）我们在选择战场时，不仅要考虑到本族士兵的武备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其他民族的情况。帕提亚人（Parthian）和高卢人（Gaul）在平原上表现出色，西班牙人（Spanish）和利古里亚人（Ligurian）在山地和丘陵表现更佳，不列颠人（Briton）善于在丛林作战，日耳曼人（German）则最适合于在沼泽中作战。

（八十九）无论将军选择了怎样的战场，他都必须让手下士兵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战斗时避免那些难行的地区，并因自己对战场了如指掌，而在与敌军作战时信心满满。

（九十）引领士兵投入会战时，将军必须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绝不能面带阴沉。因为士兵们通常总是会依据将军的脸色，来判断自身的前景。

（九十一）取得会战胜利之后，将军不应立刻允许士兵们解散行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军经常在发现我军放松警惕并解散行列欢呼雀跃之后，重新鼓起勇气，翻身再战，并致使我军先胜后败。

（九十二）敌军被包围时，我军最好应在包围圈中留出一块空当，以便让敌军认为逃跑要好过在困兽犹斗之中尝试运气。

（九十三）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将军本人的意志品质，迦太基人汉尼拔对此十分了解。当他听说西庇阿（Scipio）接掌了罗马军队的指挥权后，便对其手下军队赞不绝口。军中有些人质疑他，面对已经多次击败过的对手，为何迟迟不愿出战？汉尼拔对此解释：“我宁愿与一队由鹿率领的狮子作战，也不愿与一队由狮子率领的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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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一位幸运的将军比一位勇敢的将军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前者能够在仅付出少量代价的情况下便获得胜利，后者总是要冒很多风险才能取得相同结果。

（九十五）一位狡猾的对手，要比一位从不放松神经的对手更加可怕。后者从不掩饰自己的意图，而同时我军却很难探查到前者欲行何事。

（九十六）在调查关于手下士兵的指控时，指挥官必须严厉且彻底，但在惩罚士兵时，又应该心怀仁慈，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士兵们的好感。

（九十七）面对紧急情况时，将军应保持冷静，谨慎征求意见，并谦逊地与伙伴商讨应对方法。如果这位将军在对敌军发动冲锋之时，不是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而是以一种有计划的步调发动进攻，他便能够在会战中获得最大的成功。

（九十八）一位将军不应忽略任何可能在战争中发生的情况。谁能够完成自己从不曾研究过的任务呢？谁又能够在自己从不曾理解的危险情况下，为别人提供支援呢？

（九十九）一位将军除要制定以武力击败敌军的计划以外，还要制定通过切断食物和水源击败敌军的计划。他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污染对方的水源，并在谷物中下毒。同时将军还必须知道如何才能不让我军遭受同样手段的威胁，使我方不受其害。

（一百）将军身边必须时刻保有一支挑选出来的精锐部队，以便在军队中某支部队遭受重压时，将他们派出去为其提供支援。另外将军本人绝不能过于接近敌军，否则一旦出现任何闪失，全军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一百零一）将军在对士兵们进行公开演说时，应该对敌军也进行一些称赞。这样一来，我们的士兵便会相信，在我方称赞他人时，他人也会承认我军的勇猛，而敌军的称赞也正是我方的荣誉。




[1]
 译注：汉尼拔在入侵罗马时曾使用这一办法。当时率领罗马军队与其对阵的昆图斯·法比乌斯拒绝与他正面交战，但同时又紧随其脚步，限制他的行动。因此汉尼拔在抢劫、蹂躏罗马土地时故意放过了法比乌斯的庄园，导致法比乌斯受到元老院怀疑，一度被撤换。莫里斯很可能也是从汉尼拔的战史中，读到了这种办法。


[2]
 译注：此处的说法似乎与前文存在矛盾，可能特指在会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


[3]
 译注：6世纪时的罗马军队多为职业常备军，大部分士兵都没有自己的土地，抢劫敌国是他们主要的发财方式。到希拉克略皇帝施行军区制改革，采取兵农合一的农兵政策后，情况便完全不同了，那时的罗马军队反而会在国内作战时更加勇敢，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农田。


[4]
 译注：伊索克拉底，《致德莫尼科斯》。


[5]
 译注：据一些史料记载，汉尼拔之所以经常变装，是为了混入罗马人之中侦察敌情。


[6]
 译注：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与数位西庇阿作战，此处所指的应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即“阿非利加征服者”。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会战之前，汉尼拔为图稳妥，不愿前往距离迦太基城过远的地方与其进行会战，但最终却因遭到迦太基元老院质疑而被迫出战，并最终输掉。汉尼拔在与西庇阿家族的其他成员作战时，从未有过拖延的情况，总是主动争取与敌军进行会战。上述的言论可能出自他在与元老院和部将争论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最初究竟是谁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更常见的说法还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等人，而他们所指的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也有可能这句话在古代世界原本就是一句非常流行的格言。



第九章　奇袭

一、奇袭

自古时起便有格言教导我们，在进攻敌军时要尽可能少让自己遭受损失。一位智慧过人的将军应时刻将此谨记于心，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最高指导。只要在对敌军进攻时胆大心细，便很有可能会实现这一目标。这种胆大心细的攻击，不仅在对付同等实力的敌军时十分有效，而且在对付数量远超自己的敌军时也一样有益。因此我们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时机和借口，在敌军尚未做好战斗准备前抢先打击对方，尤其是在我们有理由认为敌军要比我方更加强大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如前文所述那样，尽可能采用各种不同的奇袭和诡计，而不要在一场可能遭遇致命危险的会战中与敌军交战。

有些指挥官会对敌军的使团热情相待，在回复他们的提议时也使用和蔼、奉迎之语，并用最高的礼遇将其送出营帐，之后便立刻紧跟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敌军。还有些将军会主动派出使节，提出于对方有利的和谈条件，之后便突然发动进攻。还有些将军会跟随敌军至其营帐附近，并收集营地防务是否牢靠的情报，之后选择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或是在日出前两三个小时发动进攻。弓箭手对于这种行动而言极为重要。一些将军在听说敌军行军秩序混乱、任由部队四处散落各地之后，便去对敌方行军队列的中央发动进攻，从而给对方造成巨大伤亡。另外还有将军会隐蔽起来，利用伏击突然对敌军进行冲锋。此外一些将军还会在与敌军交战时佯装撤退，之后再反过身来突然对敌军进行冲锋。有些将军会驱赶兽群，让它们走在军队前方，迫使敌军向两侧躲避，看到敌军失去秩序、队形散乱之后，再打击在他们身上。

有些进攻可以光明正大地公开进行。例如，当战区中有一条河流位于敌我双方之间，而这条河流又十分难以逾越，尤其是对骑兵而言。若我军想要在当地建造一座桥梁，既可采用通常的方式以木制桥墩支撑，也可用浮舟拼接而成。同时还应在桥梁两端用木材或者砖石来修建箭塔。在必要时，这样一座桥梁足以供全军安全穿过河流，或从河流对岸撤回。将军也能够获得行动上的自由，决定军队能够在此处停留多长时间，是进攻敌军还是撤退，又或是将桥梁拆毁。不过在这种行动中，我们不应烧毁或破坏那些我们在返程时也要穿过的地区的给养。另外我们还认为，在我军很可能与敌军发生会战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建造几座这种桥梁，并在河流附近设立营地。这样一来，哪怕整条河流都不适合涉渡（尤其是敌军所在地区），到了会战当天早上，我军也能够在不受阻碍也无须十分拥挤的情况下穿过河流。即使在会战失败的情况下，我军也能安全返回营地的保护范围，而无须被迫在敌军追击之下渡河。出于上述原因，营地应设在敌军所在的一侧河岸。

二、夜袭

不同指挥官进行夜袭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些指挥官会在距离敌军一天路程之处建造设防营地，并派出一到两位使节向敌军求和。当敌军有理由认为自己即将与我军达成停战协议，并因此放松戒备之时，这些将军们便会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在夜晚行军，并在第二天黎明时对敌军展开出其不意的进攻。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将军卢西乌斯（Lusius）便曾使用过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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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将军会让军队在营地附近排列好战斗队形数日之久，就好像准备与敌军进行会战一样。与此同时，他们还会表现得好像已被敌军所吓倒，不敢远离营地。等到敌军放松戒备之后，便在夜间发动进攻。阿瓦尔人的大汗曾在赫拉克利亚（Heracleia）对罗马骑兵采取过这种行动。当时罗马骑兵并没有安全地在步兵保护下驻扎在营地以内，而是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散落在营地之外。此外还有一些将军，会派出一人诈降，告知敌军我方士气低落。之后将军便率领军队佯装向后方远处撤退，但实际上仅后退一小段距离并在那里设立营帐，等到夜幕降临后便对敌军发动进攻。

无论骑马与否，弓箭手和标枪手总是最适于进行夜袭任务的。在面对那些没有合理地建造设防营地，而是任由营帐四处散落的敌人时，他们更是十分有效。另外，他们在面对那些不善使用弓箭标枪，而是喜欢短兵相接的敌人时，也同样十分有效。夜袭行动应在月光或星光足以照亮整个行军纵队的时候进行，以免士兵们在黑暗之中互相冲撞或迷路。军队必须始终保持警戒，做好战斗准备，士兵们也仅能携带战斗必需之物。出发前，将军便应根据敌我双方营地间的距离来规划行军里程，以便在破晓前两小时能够抵达距离敌军营地一里或者两里的地方，同时还要保证士兵们在行军时足够轻松，不至于筋疲力竭。抵达上述位置后，我军应隐蔽起来进行休息，准备在破晓前一刻发动进攻。

像这样的行动必须由对当地有着深入了解、不会将军队引入歧途之人担任向导。行军时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能使用军号传达命令，也不能发出任何较大的噪音。在必须通知全军停步或是前进之时，应通过口哨或简单地敲击一下盾牌，或是口述命令来传达。为避免一切混乱、麻烦或是队形拖得太长导致前后脱节，战线不够整齐，以及大声呼喝命令等一切可能会暴露我军正在接近敌军的情况，军队在行军时不能以战斗队形进发，而应采取行军纵队，各营依次前进，使敌军仅能看到一个营纵深的正面宽度
[2]

 。接近敌军后，士兵们应隐蔽进行休息，同时整理阵线，并根据地形从两到三个方向上对敌军营地进行攻击。不应从四面同时进攻的原因在于，敌军若被彻底包围，便会被迫聚集起来抵抗到底，而如果我们留出一侧，那些想要逃跑的敌人便可能将想法付诸实施。发动进攻时，若我军规模较大，应吹响两到三支号角，若我军规模较小，则应吹响更多号角，以使敌军认为我军规模比实际情况更大。

一部分部队应始终被留作预备队，不参与任何进攻行动，直到我军需要撤退时再投入使用。这种进攻行动，尤其是在对抗骑兵时，必须多加小心，并提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就好像面对一场会战一样。倘若夜袭行动不像计划中那样顺利，敌军已经有所警觉并排列好战线来与我军对阵，我军反而会受到奇袭，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被敌军击溃。若敌军由步兵组成，而我方进攻由骑兵进行，则我军毫无疑问将给敌军造成巨大伤亡，而这些骑兵则可以毫发无伤地撤出战斗，因为步兵无法对其进行追击。无论我军是在夜间攻击一座设防营地，还是在昼间攻击一支行军纵队或他们的行李纵列，都必须专门分派部分部队去夺取敌方的给养和行李。不然的话，倘若我军大部分士兵都去争夺敌军行李，敌军便可能会发动反击并威胁到我方全军。

三、如何侵入敌方领土；如何确保在敌方领土行军时的安全；如何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蹂躏敌方领土

在两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可以安全地入侵敌军领土——即入侵行动是在敌军已经遭遇会战失败之后，或是在我方知晓敌军缺乏准备、不适合作战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时我军应不宣而战。即使在敌军规模比我军更大时，也同样应该如此，尤其是针对如斯拉夫人、安特人（Antes）及其他纪律松散、组织混乱的敌人时。另外，我军还可以占领并据守某处位于河岸或山口中的阵地，并从这些位置攻击敌军，同时确保我方不受对方伤害。

更重要的是，在入侵敌方领土时，将军必须关注军队的给养问题。他必须亲自监督，确保全部给养或是由普通行李车仗装载，或是由士兵个人背负，抑或是以其他方式被安置妥当，不然一旦敌军毁掉当地的给养，我军便将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陷入窘境。除非是为保证行动的隐秘性，在敌方土地上作战时，我方不应在夜间行军。举例而言，为在敌军发现我方意图前快速占领或穿越地形崎岖之地，我军绝对有必要躲开敌军侦察。

我军也应该努力尝试去生俘一些当地居民，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关于敌军兵力和计划的信息。审问俘虏必须由将军本人亲自进行，不能由任何人代劳。通过审问这些百姓，我们经常能够获得非常重要而且完全可信的情报。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过分相信敌方逃兵或变节者的说辞，至少对他们的信任度不能超过那些在我方突袭时抓来的俘虏，因为逃兵或俘虏故意提供假情报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要轻信任何出自仅仅一人之口的情报，也不要相信任何无法由多人证实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在劫掠行动中抓到的俘虏或敌军逃兵所提供的情报。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拥有秘密情报的敌军逃兵，一定要将其关押起来，或通过别的方式控制其活动，并告知，倘若他们提供的情报正确，他们将会得到奖赏，若是情报有误，则格杀勿论。

即使敌军集结于其设防营地以外的某处，我方也绝不能允许任何士兵前去洗劫或抢劫其营地，而应先向敌方军队所在方向前进。若会战结果对我方有利，便不要错失良机，应趁着敌军仍然十分惊恐而且混乱之时，紧追不舍，直到敌军彻底溃散，或与敌军订立对我方有利的不平等条约时才能罢休。如果敌军在集结之后避而不战，则我方军队必须在保持军队秩序的同时，蹂躏途经的一切。不过如果我们计划要沿原路返程，而且军队中也并没有太多食物和草料，那我们便应放过当地的给养，待回程时再将多余物资摧毁。前卫应在道路交叉口和其余容易迷路之处设置路标。若是在森林地区，路标可以设置在树上，若是在荒原，则可以把石块和泥土堆积起来当作路标。后续部队只要依照路标行动，便不会迷路。

那些被派去进行劫掠行动的部队，不能全部都参与抢劫的工作，而应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负责抢夺物资，人数更多的另一组则跟在其后方对其进行掩护。无论行动是针对居民区、敌军设防营地、畜群、行李纵列还是任何其他目标，都要做此安排。倘若全军都参与到劫掠行动中，也要采用相同的部署。在那些不参与抢劫的士兵中，如果有机会征发给养，则一部分人应被派出执行这一任务，其余士兵则应保持常规阵型，伴随在其后方。若士兵们在抢劫和征发给养时过于专心，他们很可能会在返回主力部队之前遭到敌军奇袭或伏击。

除紧急情况以外，我们认为若是从不同单位中抽调人手进行抢劫行动或组成侦察支队，抑或执行其他军事勤务，对我方都是不利的。我们应派出整个骑兵营、战队，或由首席百夫长、什长率领其手下单位执行这些任务。有时，某些特定情况会要求我军组建一支特殊的支队，如大部分士兵因某种原因不愿执行任务，或是战马情况不佳等。在这种情况下，支队也只能由士气高昂、战马情况良好的士兵们组成。总体而言，随机从各营抽调人员去执行某些任务会带来巨大风险。这些抽调出来的士兵因为缺乏朋友们的支持，互相也不熟悉，无法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实力。不仅如此，那些被留在后方的部队，也会因此暂时失去其最优秀的士兵。

将军若想要攻克一座要塞、要地或其他地方，他不应让任何人知晓自己的意图，直到军队抵达当地，将军亲自下令展开行动时为止。若我军不得不在距离敌军设防营地较近的地方宿营或者通过，则我军应派出一位军官率领轻装部队驻扎在对方营门附近，以免我军遭遇敌方的突然出击。同样的安排也适用于我军穿越隘路之时。露营营地或普通营地都不应被设置在敌方要塞或森林附近。若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在这些地方宿营，则岗哨一定要严加注意，以防敌军的夜袭。通常而言，在视野开阔的平原、高地或易守难攻之处宿营要更加有利。

进入敌方领土时，行李纵列应跟随在作战部队后方，但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行李纵列则应被移动到全军中央。无论是在行军还是在宿营时，行李纵列和可能存在的战俘，都要与普通部队分开布置，以免他们阻碍士兵行动，对抗击敌军突然袭击产生不利影响。在敌方土地上，测绘组和宿营组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在有充足支援的前提下才可执行勤务。关于当地水土等方面的信息，我们是可以相信俘虏和敌军逃兵的。

宿营时，我军应以合适的阵型和整齐的秩序进入营地。若有敌军位于附近，而我军中又包含步兵，则我们应先将车仗停好，接着在预先规划好的地方挖掘壕沟，并将所有轻装部队部署在壕沟外一段不远的距离上，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在此之后，行李纵列应以良好的秩序进入营地，之后岗哨便可撤回，士兵们也可以在不解散队形的情况下进入营地内，搭起营帐。若附近没有敌军，则警戒任务可由单独一个营或一个团来负担，而其余部队可全部投入宿营工作。

若敌军就在附近且已经组成密集队形，或是我军营地位于丛林或崎岖地形，则我方绝不能任由马匹走出营地自由觅食，而应将它们圈养在营地以内，同时我军也应向营地外派出侦察部队。无论是从附近村庄中征发任何可以找到的给养，还是组织军中的侍童外出收集草料，都要从各师中选出轻装部队伴随行动，以免征发队遭到敌军突袭。若军队在当地停留时间较长，而将军又估计敌军距离较远，我方拥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和空间，此时便可放牧马匹。但我们也必须系统地向一定距离以外的各个方向派出比以往数量多出一倍甚至两倍的巡逻队，并让他们保持合理的间隔。若有哪些士兵出于自己意愿，随意外出加入到由上级派出执行劫掠任务的部队中，必须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其上级指挥官进行处罚。倘若所有士兵都离开营地前去抢劫，将军便会失去所有可用部队，全军也都会陷入危险。

从当地找到的任何酒水和食物，都要在经由俘虏试毒后才可饮食。由于常被下毒，我军也不能随意饮用清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斯战争中，就连大麦都被毒药所污染。当时士兵们因为找不到草料，只好将当地的大麦喂给马匹，结果不少战马也因此而亡。

行军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紧急情况，指挥官应向士兵们下令，不准他们胡乱奔跑、阻碍他人，所有人都应赶向紧急情况的发生地。通过这种方法，军队便可做好迎战敌军的准备，在战事发生时也能够快速集结起来，避免混乱。除始终要在军队前方部署一支有效的巡逻力量，以防敌军进攻以外，我们还应在主力后方十五至二十里的地方部署一支后卫，由能干的军官率领，挑选武器精良的部队，但不要携带太多其他装备。另外，我军还应组建有效的巡逻队，来收集那些因疾病或其他原因掉队的士兵，并预防敌军的奇袭。若一支军队在行军时缺乏警戒，那么当它前方的部队无法轻易掉头支援后方部队时，就很容易受到偷袭。即使是在我方自己的领土内，那些未经指挥官准许便四处游荡、胡乱行动、不遵守军规义务的士兵，也很容易遭到打击。

四、如何穿越隘路和难行地区

除特别紧急的情况以外，在敌方领土上行动时，我们并不建议骑兵在植被茂密或崎岖地形上做长途行军。要知道，这些地区即使对步兵而言也已经足够困难。而在夏季，这些地区更是骑兵必须尽可能绕行的。不过，那些即使对步兵而言也很难穿行的隘路，只要其长度不超过一里左右，骑兵便可安全地下马徒步穿过。在我们看来，只有那些仅有一条通路可走的隘路才算难行，其余任何拥有不止一条通路的隘路，我军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穿过。

如果我们想要穿过一条狭窄的隘路，而且在回程时也要经过此处，若其中遍布树林，但路程不长，那么我们便应在穿过隘路时将树木砍倒，并按照常见的办法将地面夷平，清理干净。若隘路狭窄险峻，无法夷平，我军则应派出一支拥有足够兵力的支队（步兵骑兵皆可），脱离主力部队占领此处，直到我军返回。在更关键的地区，以上两种措施有必要双管齐下，既要将地面夷平清理干净，又要在那里派出适当的卫戍部队。部队带着行李纵列或战利品穿过隘路时，应分成两个纵队，下马以侧翼领先的战斗队形行军，部队在携带战利品行军时更应如此。即使是通常能够轻松穿越丛林、丘陵或狭窄地区的步兵，也应采取相同的办法。若全军都由骑兵组成，士兵们应下马步行，并将行李纵列和其他给养置于全军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除应编组成两个纵队来保护行李纵列和可能存在的战利品以外，还应从主力中精选出一支强大的轻装部队，根据地势部署于主力组成的双纵队四周。他们的任务是在伴随主力行军过程中，逐退所有想要袭扰行军纵队的敌人。这样一来，主力部队便可集中精神保护行李和战利品，而无须经常分兵御敌，并且也不会因遭到袭扰而陷入混乱。两支纵队中的部队不可能承担所有任务，不能要求他们既要有效地保护战利品，又要击退来袭的敌方小队士兵。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可以被抽调出来的部队应被部署在两个纵队之外，置于其四周，尤其是后方。依照上述办法，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那些最难行的地区。如果军中没有步兵，骑兵在下马步行时不应将战马留在身边，而应将它们送到全军中央。不然的话，士兵们在行军时，一旦发现紧急情况或者受到敌军干扰，即使敌情不实，他们也会骑上就在身边的战马，导致队形发生混乱，并给全军造成严重损失。当敌军从一侧或者两侧出现，若纵队中存在战俘或战利品，我军应将捆绑起来的战俘推到纵队外侧用作人盾。敌军即使拒绝顾虑这些战俘的性命，继续放箭，他们的箭矢也只能射杀战俘而非我军士兵。如果军队在行军时遭遇了不曾想见的危急情况，并在隘路上为敌军所困，不得不在面临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撤退，那么我方最好选择与敌军进行和谈，让出一部分甚至全部战利品。这样一来，我军便可将自己的安全解脱出去，不必面临无意义的风险。但如果敌人无意停战，我方则应在对方眼前将战俘处死。之后，我军要么留在敌军领土上，毫不留情地尽可能蹂躏当地，要么就尽自己所能地保持严整的阵型，集中起来逃脱困境。手下军队被困在这样一条隘路中（尤其是当隘路较长时）的将军，在击退所有敌军，或我方部队占领了能够控制谷地的高地之前，不应尝试杀出血路强行撤退，尤其是在夏季浓密的植被足以使敌军给我方造成更多麻烦之时。

五、如何监视敌军；抓捕敌军侦察兵和间谍；隐藏我军实力

骑兵、步兵以及其他部队所采用的阵型以及部署方式，可以大幅改变一支军队表面上显露出的实力。一位缺乏经验的人在观察同一支军队的不同部署之时，对其实力所做出的估计也会相差很多。假设有一支六百人宽、五百人纵深，人数多达三十万人的骑兵部队，队列中每一匹马都要占据三尺宽、八尺长的空间，整个队列需要占据一千八百尺宽、四千尺纵深的地面。这个前后边长一千八百尺、两侧边长四千尺的长方形，周长将达到一万一千六百尺，约相当于二又四分之一里，其中容纳了三十万名士兵。但倘若我们将所有人都排成一排，各自仍占据三尺宽度，则战线长度将达到九十万尺，即一百八十里。若他们分散开来前进，这些人还要覆盖更庞大的空间，在观察者看来其人数也会比排成常规阵型时更多。在斜坡或山区行军时，军队人数也会显得更多一些。

因此，如果指挥官想要让自己的军队显得更加强大，他就可以将全军排成一条细细的漫长战线，覆盖更大的宽度，或是在战线上留出一些空当。这样一来，观察者便很难估算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或其他任何情况。若我军装备良好，士兵和战马的军容也十分威武，将军便不应将他们排成密集队形，而应让他们组成纵深较小的长线，同时让各部队采用相差不多但又各自不同的纵深排数。若想要军队人数在对方看来更多，则只需要将部队分散开来，让他们遍布整个地区，并在各处设立营地即可。由于阵型和部署不同会给军队外观带来巨大差别，因此侦察工作绝不能交给初出茅庐之人，而对于侦察队的报告，将军也不能偏听偏信。大部分士兵都无法准确估计一支人数超过两万或三万人的敌军规模，尤其是在面对几乎全都是骑兵的西徐亚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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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为如此，将军在看到一支排成细长阵线的敌军时，也绝不能轻易认定对方规模庞大，并因此而气馁。除非其阵型纵深也比较合理，否则他们便不可能是一支大军。另外，我们还有必要对敌军纵深进行调查，确认其战线中究竟是仅包含战斗人员，还是连行李纵列也被列进阵型之中布置在作战人员后方。关于敌军人数规模的准确信息，还可以从逃兵、战俘的口中，敌方穿过狭窄隘路时的情况，以及敌方全军聚集在一起宿营时的营地规模来判断。

在营地没有设防的情况下，我军必须根据附近的地形情况设置岗哨。若附近道路狭窄崎岖，少数岗哨便已够用。若营地位于没有天然障碍物的开阔地区，则必须在不同地方设置更多岗哨，并保持互相接触，岗哨本身与营地的距离也要更远。在敌军可以自由接近并观察我军前哨的夜间，更应提高警觉。若前哨警觉性不足，敌军便可能会溜进岗哨里进行偷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哨所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并时常更换位置。

负责紧密观察敌军所在位置和行动方向的侦察兵应聪明警觉。被选出来担任这一任务的士兵，武器必须轻便，战马也要迅捷。间谍则要十分勇敢，由于他们要混入敌人中间，因此必须看起来好像和敌军同族一样。巡逻队中的士兵则必须十分可靠，具有男子气概，在体形、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都要高人一等，使他们能够在敌军面前表现出高贵气质，即使被敌军俘虏，也能让敌方对我军素质感到印象深刻。负责指挥巡逻队的军官也应在机警、智慧和经验等方面超出普通军官，因为这一任务所要求者并非勇敢，而是智慧和警觉。在报告称敌军距离尚远之时，将军若想搜集关于敌军行动、道路条件以及设防地区的情报，他只应派出侦察兵前去侦察。若要进行一次旨在抓获战俘的突袭行动，则巡逻队也要和侦察队一同行动，不过侦察兵仍应在前方的隐蔽地点进行观察，而巡逻队依据侦察兵所设置的路标跟随在后方。

我军若遭遇惨败，应向多个方向派出多支巡逻队。这些巡逻队中的士兵数量应各自不同，并依据地形条件随时改变行动方式。另外，巡逻队互相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如果敌军接近过来并设法绕过了我方某支巡逻队，他们还会遭遇其他巡逻队，继而被我军发现。前出距离最远的巡逻队不需太多士兵，其后方距离第二远的巡逻队人数应相较更多一些，再后方的第三支巡逻队人数还应更多。我们必须时常检查巡逻队的执勤状况。在出人意料的时刻派出最可靠的军官前去视察。任何玩忽职守之人都应以陷全军于危险之罪处以重罚。一位有经验的侦察兵，即使在没有看到敌军的情况下，也应能从对方战马踩踏过的地面范围、敌军营地尺寸等迹象中估计出敌军规模。此外，他还要有能力根据敌军士兵或战马遗落下的物品，以及敌军留下的脚印，估计出敌军行经当地的时间。

若我军营地拥有壕沟或正规的石墙保护，骑兵部队也已经获准进入工事之内休整，巡逻队便不应被派出太远距离，以免他们不必要地劳损马匹。但若骑兵在工事外宿营，巡逻队便应被小心地组织妥当。

被指派担任巡逻队员的士兵必须受训如何捕捉战俘。他们应接受像狩猎一样的训练，学习如何在敌军无法看到自己，也无法侦察到自己的情况下跟踪对方。在试图抓捕战俘时，少数巡逻队员应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并向后撤退，同时其余士兵则借助地形掩护，在敌军看不到的隐蔽状态下迂回过去，包围对方。在巡逻队主力前往某一地点隐蔽过夜时，应派出一些零散士兵在其他多处地点故意暴露行踪。抓捕战俘的最佳时机，在于敌军距离尚远，不曾料想到我军会采取这种行动之时。巡逻队的安排不仅应对敌军保密，对我方人员也一样要守口如瓶。如上所述，那些想要逃跑的我军士兵，会因此而意想不到地落入巡逻队手中。

各营营长应担负起抓捕敌军间谍和侦察兵的职责。营长们应在随机某日突然宣布，自己将命人在第二天第二个或第三个时辰吹响军号。届时，无论是士兵还是侍从，所有人都要立刻回到各自的帐篷之中，任何胆敢留在帐外的士兵都要受到惩处。在所有人都回到帐篷中之后，营长本人应留在外面，仔细检查并逮捕所有仍留在帐外的人物。普通士兵们也要逮捕所有进入自己帐内的陌生人，并将其押送给自己的指挥官。采取这种措施能够抓捕两种人，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应去哪个帐篷的陌生人，另一种则是胆敢躲进某小队帐篷但却被认出来交给指挥官的外人。在所有这种临检中被抓住的人员，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被抓捕起来，并且严加审讯，以问出实情。这种办法在集中起全军所有骑兵、步兵的正规营地中很容易施行，而在师级或营级部队的营地中也是一样。另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办法来辨别间谍，例如下达一些命令或信号，让士兵们依据命令来做出反应等。这些措施不仅可以辨别出敌军间谍，而且可以让我军士兵习惯于服从长官，并能够仔细地听从命令。如果对于那些漫不经心之人能够进行合理惩处，其效果还要更好。我们应该按照这种方式，下达各种不同的命令，尤其是在部队清闲无事时，用以检测部队的纪律，并让士兵们习惯于服从命令。




[1]
 译注：莫里斯所说的这次行动应是在图拉真入侵帕提亚时，于116年在埃德萨或尼西比斯附近进行的。


[2]
 译注：即让已经排好了战斗序列的军队向左侧或右侧原地转向，以原先的侧翼领先行军。


[3]
 译注：西徐亚人作为游牧民族，根本没有正规阵型和固定的纵深，无论行军还是作战时都会像蜂群一般散乱，而且其军队中还夹杂有大量非战斗人员，有时甚至整个部落都会一同行动，因此难以准确判断其规模，往往都会做出过高的估计。这一点在历代的战史文献中也有明确体现。



第十章　围攻

一、如何在时机合适时围攻敌方要塞

我军营地必须拥有坚固的工事，其周围也必须部署大批最机敏的侦察兵，就连那些敌军最不可能出现的地区也必须严加监视，以免被围的敌军或外来的援军对我方进行奇袭。无论是白昼还是夜间，这种奇袭都会给我军带来危险。在围攻阿扎尼尼（Arzanene）时，我军指挥官就曾因此被敌军俘虏。

围攻军的第一要务，便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食物和饮水等必需品进入城内。若被围者能够获得充足补给，则我军就必须准备攻城武器进行强攻。我军应尝试让一名相貌英俊、其战马也拥有华丽装备的士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近敌方工事，展示我方军威。那些军容没有那么威武的部队，则应留在后方守卫补给，其部署位置必须远离敌军，使城墙后的敌方士兵无法因这些人的外貌和战马轻视我方，反而认为我军所有士兵都像他们先前在城墙边上看到的那样威武。另外，我们还应让被围者认为我军拥有大批武装精良的士兵，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让那些没有铠甲的人员戴上锁子甲制成的兜帽。这样，从远处看来，这些人就好像穿了铠甲一样。另外，我们应将营地设在距离敌人足够远的地方，只有这样，敌人才会相信其目光所及范围内所能看到的我军人员，都是真正的士兵。

围攻刚刚开始时，将军不应向敌军提出严苛的议和条件。若这些条件对守军而言过于严苛，两害相权取其轻，敌军可能转而认为战斗到底才是更好的选择，以至于在绝望之下团结一致。与之相反，我军应提出一些更温和也更容易接受的条件，如交出马匹、武器或其他财产等。这些温和的条件，再加上敌军对于安全的盼望，便可能引导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他们在面临我军威胁时，也会对是否应该抵抗犹豫不决。为预防围攻战旷日持久，将军必须提前做好所有关于给养的准备，估算好每种任务或工作需要的士兵数量，并确保让所有士兵都有事可做。

我们绝不能每日都将全军带出营地去攻击敌方城墙，这只会导致全军筋疲力竭。反之，我们应将部队分成几组，让各部队轮班，各自工作几个小时。部分士兵应被安排在夜间工作，其余部队则在昼间工作。我军不仅应在昼间通过不断地攻击来骚扰敌人，同时还应在夜间利用专门的部队迫使敌军继续保持警惕。为保证我军士兵在休息时不受战场上的呐喊声和武器碰撞声所干扰，营地应设在距离敌军工事一至两里的地方，远离可以听到噪音和围攻战混乱声响的范围。我们不应发动漫无目的的鲁莽攻击，否则很可能会遭受损失，进而影响到我军士气，鼓舞敌军。若被围要塞规模较小，直接强攻的风险和代价都太大，而守军又拥有大量的给养，则我军便应不分昼夜地频繁骚扰敌军，直到对方筋疲力竭。若对方城墙内存在可以点燃的房屋，我军就应从四面八方，尤其是从顺着强风之处向其射出带火的箭矢。另外，弩炮也应使用所谓的“燃烧弹”来进行攻击。当敌军忙于灭火时，若地形允许，我军可架设云梯爬上城墙。在几乎所有的围攻战中，弩炮都是非常有用的武器。尤其是针对那些难以通过挖掘坑道或堆砌土丘来将攻城锤推进到城墙下的城堡。

二、如何迎击侵入我方领土的敌军

如果一支人数占优或与我方相当的敌军侵入我国境内，我军绝不应与其进行会战，尤其是在入侵刚刚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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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反，我方应谨慎地日夜伏击对方，阻断其前进道路，抢占易守难攻的要地，摧毁敌人进攻路线上的补给。若我方一定要攻击敌人，那么在对方从我国领土上撤退时发动进攻效果更佳，此时敌军会因携带着大批战利品而笨拙不堪、筋疲力尽，战场距离他们自己的人民也会更近。若你一定要与敌军进行会战，此时才是最佳时机。那些在本国土地上作战的人，通常会选择避免交战，他们有很多手段来挽救自己，因而不愿冒不必要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敌国领土上作战时，他们反而可能会认为所有撤退行动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因而会在绝望中选择殊死一搏。

我军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确保军队安然无恙，只要能够确保这一点，敌军便无法轻易围攻某座要塞，或将手中的兵力分散开来，蹂躏乡里，因为他将始终受到我军监视，不得不保持手下军队的集中。

不过，将军即使已经下定决心不与敌军进行会战，他也必须为会战做好准备。将军必须表现出自己有计划进行会战的样子，并让全军所有士兵都坚信，他迟早都会对敌军发动进攻。这种消息传到敌军那里后，就会导致对方陷入麻烦之中。

若敌方国内的地形和情况适于我军进攻，我们便要做好计划，准备派出部队从另一条道路入侵敌国，以此来牵制敌军。当然，如前文所述，我们必须对战局情况和行军路线加以仔细研究，以便在敌军听说我军突袭的消息后，转过头来应对我方部队时，我军可以安全地从另一条道路离开敌国，避免被敌军的运动所切断。

我军所有必不可少的补给都必须集中在坚固要塞中，野外的牲畜也要清理干净。若敌军试图围攻我方某处设防阵地，我军便应摧毁敌军附近的给养，伏击敌人派出的征发队，以此来扼紧敌军的喉咙。

我军有必要加强那些位于易攻难守之处的要塞。依据战役的进展情况，我军还可能要派遣部分军队前往这些要塞以加强守备。另外，我方还应做好准备，将防御薄弱处的居民转移到更坚固的要塞中。

三、如何面对一场预计时间很长的守城战

你应该弄清楚敌军愿意花费多长时间来进行围攻作战，并以此为基础准备我军所需给养。如果你已经准备了足够充足的必需品，那么一切皆好。如若不然，就必须在敌军接近前将妇孺、老幼等无用之人撤到城外，只有这样你才能将所有的给养留给作战人员。另外，守军还应准备用于对抗敌军抛石机的武器。作为防御措施，我军应沿着胸墙悬挂厚重的毯子或大捆的绳索、松软圆木等物。另外，还可以在墙外用砖块建造一层屏障。若想要抵御攻城锤，选择在城墙上悬挂软垫或填满谷壳、泥沙的麻袋要更为有效。若想要阻止对方拉动攻城锤，或想要将攻城锤破坏掉，则应使用铁钩、沥青、引火工具或拴在绳索、铁链上的锋利石块，后者可以利用安装在城墙上的机械突然抛下，之后再利用配重迅速拉回。

敌军推动攻城塔接近城墙时，我军应向其发射火弹或者石弹。若我方火力不足以阻止其前进，那就应在城墙内建造塔楼来与其对抗。必须注意的是，面对敌军进攻方向的塔楼不应安装顶棚，只有这样，士兵才能够不受阻碍地进行战斗，安装在塔楼里的远程武器也可以方便地发射弹药。我军应在塔楼朝向敌方攻城武器右侧的一面开设狭窄的小门，以便步兵们可以在手中盾牌和城墙上的友军的掩护下，安全地从这里冲出去发动突袭。凭借这种行动，他们便能够迫使敌军撤回自己的攻城武器。这些开口必须装上门板，以便在必要时加以封闭，此外这些小门也不应始终敞开。

卫戍部队应被分散部署在城墙各处，另外还应从其余部队中抽调出一支规模适当的预备队，用于在必要时增援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守卫城墙的部队也不应来回调动，进而导致某段城墙无人防守，这是十分危险的。若居民仍然留在城内，他们也必须加入到守卫城墙的部队中，帮助士兵们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足够忙碌，没有时间掀起叛乱。此外，赋予他们一些保卫城市的责任，也会让他们对叛乱行为感到不耻。

城门的守卫工作必须交给可靠的士兵负责。无论卫戍部队多么强大勇敢，也绝不能允许任何士兵或平民出城战斗，尤其是在围攻开始阶段。只有在敌军某些攻城武器对城墙造成了严重损伤之时，才有必要允许部队与敌军进行直接战斗。通常而言，防御工作应在城墙顶上进行，而不应让士兵们冒生命危险在城墙外进行白刃搏斗。因为在白刃战斗中，即使是最好的士兵也会阵亡或者受伤，而其余士兵们则会因此丧失勇气，使敌军能够轻易击败他们。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城墙上拥有足够的士兵，那么全城都是安全的，但如果有一段城墙被攻破，全城也都将陷入危险。若这座要塞拥有外墙，则我方应在那里部署哨兵，尤其是在夜间，以防有人想要叛逃到敌军那里，或秘密计划破坏城墙的防御设施。只有在箭矢能够杀伤敌军时，我军才应从城墙上放箭。

若城中的饮水来自蓄水池或井水，指挥官便应在一定程度上对用水加以控制。任何人都不应有权随意取用饮水。哨兵的轮班必须小心安排，尤其是在夜间。给养的分配也必须严格控制，所有给养都必须得到安全的保护，以免他们被路过之人随意偷取。

四、如何在不与敌军进行会战的情况下悄悄建造边境要塞

必须在事先进行详细彻底的侦察工作，找到一块可以在十到十二天之内用干燥建材建起城墙的易守难攻之处，并确保在敌军对城墙发动进攻时，其内部可以部署一支小规模卫戍部队。侦察部队还应查清周边地区是否拥有石材、木材或可用的砖块，水源是当地便有，还是可用某种技术手段获取。同时，我军还要征集足够数量的工匠，并提前准备好城墙上所需要的大型武器和城门。另外我方还要准备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士兵勇敢、装备精良的步兵部队，在聪慧英勇的军官率领下，携带三至四个月的给养，为工匠们提供掩护。若此时正值夏季，我们应将附近地区的田地烧毁，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用其他手段将其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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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还应散布谣言，声称要在其他地区发动进攻，并派出一支部队，携带足够确保其自身安全的给养，前去吸引敌军注意力。在前者出发次日，我们应开始鼓励那些即将担负卫戍任务的部队，通过奖赏或其他许诺，激发他们对于任务的热情。当敌军忙于在别处作战时，我们应将全军突然开进到预定地点，设立好警戒岗哨，让步兵们在工事四周设立营地，若地形允许还应挖掘深壕。若当地拥有石材或者砖块，便应建造一道防御墙，并用圆木将其牢牢撑住。若当地只有木材可用，便改为建造木墙，但同时要大幅缩小工事的覆盖范围。

用上述方式将预定地点圈好之后，若敌军前来攻击，而将军又觉得自己无法在会战中抵挡敌军，他就应在敌军接近前选择撤退，并在附近设立营地。这样一来，他既不会因离敌军太近而被迫接受会战，又不会离驻守工事的士兵太远，随时可以阻止敌军对工事施加过多的压力。两支部队间必须约定好通讯信号，一部分信号用于白天，另一部分用于夜间，这样守备队便可以将工事内的情况通知友军，后者也可以在必要之时前来救援。若情况对我方有利，步兵们有能力通过战斗逐退敌军，便事不宜迟，以免敌军对守备队产生实际威胁。确保局势安全之后，我军应立刻将工事扩建成一座永久性的坚固建筑，用灰泥对其加固，同时将其他一切细节都规划妥当。在面对主要依赖骑兵作战的民族时，应选在七月、八月或者九月来进行这种远征。在这些月份里，青草十分干燥，容易点燃，因此敌军骑兵很难在某处停留太长时间。

若筑城地点没有水源，没有河流或者水井，我军就必须准备大量的陶罐或者结实的木桶，并在其中装满饮水和一些从河床捞起来的干净沙砾。这些饮水必须足以供给守备队直至冬季降临或者工事内建起能够储藏雨水的正规蓄水池。为避免罐中的饮水变成死水，进而腐败发臭，陶罐和水桶上应凿开小孔，同时在其下方安置其他容器，这样一来，水便可以从孔中一滴一滴流到下方的容器中，始终保持流动。较小的容器被装满后，再将其中的水倒入陶罐或水桶中即可。通过持续不断的流动，饮水便可暴露于空气之中，不至于腐败。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腐败的饮水，只要在里面倒入一些醋，即可迅速减弱或彻底去除异味。我军还应准备一些厚木板，将它们置于壕沟之中拼接成箱型，并用沥青、麻布和柳条将木板的缝隙以及连接处密封起来，制成中等大小的正规蓄水池，其数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更多。蓄水池尺寸应为十尺见方，深度则在八至十尺之间。在工事内建起水泥蓄水池之前，应临时使用这些木质蓄水池，因为众所周知，饮水在较大的容器中可以保存更长时间。蓄水池中还应设置木质支撑结构，建造蓄水池所使用的木板也应该足够厚重，否则它们会被水的重量压垮，导致饮水流出。




[1]
 译注：这是因为在一支军队刚刚踏入敌国领土时，一定是士气最为高昂，状况也最好的时候，同时其行动也不会受战利品或俘虏的拖累。与之相对，居于被动的防守一方则可能会缺乏准备。


[2]
 译注：以免敌军在围攻该要塞时可以就地取食。



第十一章　各民族的特点和战术

综述

前文已经对如何组织和指挥骑兵部队的原则进行了讨论。我们相信，若是违背了这些原则，在与敌军作战时便毫无安全可言。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再介绍一下那些可能给我国造成麻烦的各民族，他们的战术和特点。本章的目的在于，让需要和这些民族作战的将军们做好适当准备。由于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阵型和战术，我军也不能用同一种办法对付所有敌人。有些民族英勇过人，但却冲动莽撞；另一些民族在攻击敌人时却能够冷静判断局势，有序行动。

一、如何对付波斯人

波斯人十分狡诈、虚伪，奴性很强，但同时也十分爱国，乐于服从上级。他们出于恐惧而服从上级，因此能够坚定地忍耐艰苦工作，在战斗中也会愿意为国牺牲。大部分情况下，波斯人会通过谨慎的计划和指挥艺术来达成其目的。他们会选择有序地推进计划，而不愿采取英勇却鲁莽的行动。由于他们生来便身处炎热气候之中，因此能够忍耐酷热、干渴、缺乏食物等困难。在进行攻城战时，波斯人十分强大，而在守城时，他们更加强大。在掩饰自己的弱点，英勇对抗不利局面时，波斯人拥有极为出色的技巧，甚至能够将这些不利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在谈判时，波斯人十分难以对付，他们绝不会主动提出任何条件，即使是那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事情也绝不开口，只待对手主动提出。

波斯人身着甲胄，手持弓矢和刀剑。他们能够比其他所有好战民族更快速地射出箭矢，但其弓箭的威力并不太强。战争中，他们会为营地设防，在会战将近之时还会在营地周围挖掘壕沟，并竖起削尖的木栅栏。他们不会将行李纵列安置在营地中，而是将其部署在一条专门为应对战败局面而挖掘的壕沟中。波斯人不会让马匹自行觅食，而是会使用人力来收集草料。

波斯人在排列战线时会分成三个实力均等的部分，即中央、右翼以及左翼。三者之中，中央部分还会额外配有四五百名精挑细选的精兵。其阵型纵深并不固定，但无论他们是让每个单位都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还是将所有骑兵都排进方阵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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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人都会保持阵型正面齐平且足够密集。备用战马和行李纵列会被安置在主力战线后方不远的距离上。在对付枪骑兵时，波斯人会迅速地在崎岖地形上组成战线，以便发挥自己的弓箭优势，因为枪骑兵发动的冲锋会因地形原因而四散崩溃。会战前，他们惯常使用的手段包括将营地设置在丘陵地带以及拖延战斗等，尤其是在他们知晓自己的敌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当会战真正开始时，他们会选择一天最炎热的时段发动进攻，尤其是在夏季。他们认为炙热的阳光和拖延战斗开始的时间，足以挫伤敌军的勇气和士气。在那之后，波斯人便会冷静且决心十足地投入战斗，以整齐密集的队形逐步前进。

波斯人会因遇到寒冷、降雨和南风等可能导致其弓弦变得松软的气候而感到极为困扰。此外，他们还十分害怕列好严整队形的步兵，以及适于枪骑兵冲锋的平整开阔地形。其原因在于波斯骑兵不使用骑枪和盾牌，而弓箭在近距离白刃战中又毫无作用。对波斯人进行正面冲锋能够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因为他们会迅速逃跑，而且又不像西徐亚人那样懂得突然转身攻击敌军。由于波斯人不懂得在侧翼部署足以抵挡大规模侧翼攻击的侧卫部队，因此针对其战线侧翼和后方发动攻击或迂回行动可以很容易对其造成重创。同样，在夜间奇袭波斯营地也总是十分有效，因为他们在架设帐篷时经常杂乱无章，工事内也毫无秩序。

在与波斯人进行会战时，我军应排成前述章节中的阵型，并选择一片开阔平整的战场。只要有可能，便应挑选那些没有任何沼泽、壕沟或灌木等能够导致队形破裂的障碍的地方。全军做好战斗准备，列好战线之后，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当天与敌军进行会战，便不要拖延，立刻发动进攻。进入弓箭射程之后，立刻以整齐、密集的常规阵型发动冲锋，因为在接近敌军之时的任何拖延，都意味着波斯人将向我方士兵和战马倾泻更多箭矢。

若我军不得不在崎岖地形上与对方进行会战，那么我军便不应让全军都骑马作战，而应该把士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组成步兵阵型，只留下另一部分继续骑马战斗。如前所述，在枪骑兵对马弓手发动冲锋时，除非他们能保持完整的整齐正面，否则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并且无法与敌军短兵相接，而这又需要更加平整的地面才能做到。若我军没有完全做好战斗准备，则不应与对方进行会战，而应谨慎地派出一些散兵骚扰敌人，或对其进行一些小规模突袭，后者在适宜地形下是可以顺利进行的。不能让敌我任何一方士兵发现我方拒绝会战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只会长敌人的士气，灭我方的威风。如果我们选择在撤退时转身打击敌军，不要将兵锋指向敌军正面，而应打击对方的侧翼或者背后。波斯人在进行追击时会努力保持其正面阵型，却会将侧翼和背后暴露在转身对其发动反击的部队面前。出于同样的原因，若是一支在波斯人面前撤退的部队，转过身来对其正面发动进攻，便一定会在其秩序井然的正面上撞得头破血流。波斯人在进攻时不会像西徐亚人那样毫无秩序，而是会谨慎地保持阵型整齐。也正因为这一原因，转身反击的部队不应攻击其正面，而应毫不犹豫地打击其侧翼和后方。

二、如何对付如阿瓦尔人、突厥人以及其他生活习惯与匈人类似的西徐亚民族

西徐亚人的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十分原始，而他们之中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中，仅有突厥人和阿瓦尔人会在意自己的军事组织，这也使他们在会战中比起其他西徐亚民族更加强大。突厥人的数量十分庞大，而且独立性很强。除了能与敌军英勇战斗以外，突厥人不擅长任何其他类型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阿瓦尔人则十分狡猾恶毒，在军事事务上经验十足。

这些民族拥有一套君主制的政府，其统治者会因臣民犯下错误而对他们进行残酷惩罚。人民对统治者的服从出于恐惧而非敬爱，但也能在面对艰苦劳作时坚定不移。由于出身游牧，他们能够忍受炎热或寒冷天气，也能经受缺乏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考验。这些民族十分迷信，阴险多变，邪恶且缺乏信仰，头脑完全被贪婪所占据。他们对誓言不屑一顾，不愿遵守协议，也不会满足于小恩小惠。哪怕是在接受对方贿赂之前，他们便已经在计划如何背叛、撕毁协议了。这些民族善于寻找合适时机，发挥自己的优势。相比利用武力压倒对手，他们更愿意使用欺诈、偷袭或切断对方补给的方式来击败对方。

西徐亚人身着甲胄，使用刀剑、弓箭和骑枪。战斗时，大部分西徐亚人都拥有双重武装——挎在肩膀上的骑枪以及手中的弓箭。他们会依据战斗需要交替使用二者。另外，西徐亚人除骑手本人身穿甲胄以外，显赫人物的战马也会拥有铁制或者毛毡制成的护胸。

西徐亚军队中拥有大批雌雄马匹，它们不仅是士兵们的食物，还能让军队规模显得十分庞大。即使直到会战当日，西徐亚人也不会向波斯人和罗马人那样为营地设防。他们会以部落或家族为单位，分散开来各自宿营，而且无论在夏季还是在冬季，都会选择用放牧的方式喂养马匹。会战即将到来时，西徐亚人会将战斗时所需要的马匹拴在帐篷边上将其看管起来，直到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开始排布战线。西徐亚人会在距离很远的位置部署哨兵，各哨兵之间联系也十分紧密，因此很难被敌军偷袭。

会战中，西徐亚人不会像罗马人或波斯人那样将战线分为三个部分，而会将全军分成好几支规模不等的部队。各部队之间距离十分接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十分漫长的战线。除主力部队以外，西徐亚人还会拥有一个额外的支队，这支部队要么被派去偷袭不够谨慎的敌军，要么被留作预备队，支援受到重压的友军部队。西徐亚人会将备用马匹安置在战线后方不远的距离，行李纵列则位于战线左侧或右侧一至二里的距离上，由一支中等规模的部队负责守卫。他们还经常将额外的马匹拴在一起，安置在战线后方作为一种屏障。西徐亚人会依据环境不同调整阵型纵深，但通常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较大的纵深，同时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

西徐亚人惯于在远距离上与对方交战，或是伏击、包围对手。他们也善于在诈败之后回身反击，或分散成小股部队，采用楔形队形进行冲锋。一旦将敌军击退，西徐亚人不会像波斯人、罗马人或者其他民族那样谨慎，也不会在追击一段合理的距离后便去洗劫敌军物资。他们在彻底击溃敌军之前绝不会停下脚步，而是使出浑身解数追击到底。若是被他们追击的敌军中有一部分逃进了要塞，他们便会尽一切努力去查清对方在马匹或士兵所需的给养方面是否存在某些短缺。之后便利用这种给养的短缺去拖垮敌军，迫使敌人接受对他们有利的停战协议。西徐亚人会先提出较为宽松的条件，一旦对方同意，便会得寸进尺地拿出更为严苛的条款。

西徐亚人会因随军携带大量马匹而受到草料短缺的困扰。在进行会战时，即使遭遇一支排成密集队形的步兵阻击，西徐亚人也不会下马步战，因为他们无法长时间步行战斗。西徐亚人由于从小便在马背上长大，缺乏步行锻炼，因此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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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他们战斗时，我军应选择平整开阔的土地，并派出一支骑兵部队主动以整齐的密集队形发动进攻，与他们短兵相接。对西徐亚人进行夜袭也会十分有效。此时我军应让一部分部队维持在原有的位置上，其余部队则隐蔽起来伏击敌军。变节和临阵脱逃的行为在西徐亚人之间很常见，使其受害颇深。西徐亚人无情无义，贪婪至极，其军队也是由大批没有血缘关系，不懂得互相团结的部落组成。只要有少数逃兵受到我军优待，大批西徐亚人便会接二连三地变节。

在西徐亚人准备进行会战时，我军的第一要务便是让侦察兵们警觉起来，将他们按照通常的间隔布置好。接下来，我们应制定好作战计划，并为会战失利做好准备。提前为紧急情况选好可供防守的阵地，收集所有可以征发的给养（尤其是饮水），使其足以支撑马匹和士兵们数日时间。在此之后，还要按照前述相关章节，将行李纵列安排妥当。若我军中拥有步兵，则应按照步兵们自己民族的习惯阵型，将其部署在第一线。全军则应以中央突出阵型的图示那样，将骑兵部署在步兵背后。若军中只有骑兵能够迎战，则应按照书中有关阵型的章节所述方式将其列成战斗队形。另外我军还应在两侧部署大量的精锐部队，后方也要拥有足够的后卫。追击西徐亚部队时，攻击部队与防御部队的距离绝不能超过三至四箭距离，冲锋时也不能头脑发热。若情况允许，我军应选择一片没有树林、沼泽或低地可供敌军伏击部队隐藏的开阔平原排列战线，并在战线四周一定距离外布置好侦察兵。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军战线后方应倚靠在一条无法涉渡的河流、沼泽或湖泊上，以此来确保我军后方安全。即使会战结果对我方有利，也不能急着追击敌军或行事鲁莽，因为西徐亚人不会像其他民族那样在第一次战败后便放弃抵抗，而是会拼尽全力，使出一切办法来转败为胜，直到彻底筋疲力竭才告罢休。若我军由步兵和骑兵混合编成，即使大部分士兵都是步兵，也还是必须要为马匹准备好必要的草料。在敌军接近之后，骑兵部队绝不能派遣征发队外出。

三、如何对付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浅发民族

浅发种族视自由高过一切，他们在作战时勇敢无畏、大胆冲动。在他们看来，任何胆怯行为，甚至是向后撤退一小段距离，都是十分丢人的。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平静，与其在白刃搏斗中表现出的凶猛互相映衬，无论在骑马作战时，还是在步行作战时都是一样。如果在骑兵交战中受到重压，只要发出一声预先安排好的信号，他们便会下马组成步战队形。即使仅有少数士兵对抗大批敌方骑兵，浅发民族也绝不会怯战。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包括盾牌、骑枪以及挎在肩膀上的短剑。相对而言，他们更愿意步行作战，并通过快速冲锋来压倒对手。

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作战，浅发民族在排列战线时都不会依照固定的标准和阵型来部署，也不会将士兵们编组成团或者师。他们会依据互相之间的血缘关系或者共同利益来布置各个部落。这种布置方式通常会带来一种结果，即当自己的亲朋好友在战斗中阵亡后，其余人员便赌上性命为其复仇。战斗时，他们会排出整齐密集的正面。无论骑马还是步战，浅发民族在冲锋时都一样冲动鲁莽、毫无纪律，就好像这世上只有他们不是懦夫一样。浅发民族不愿服从上级，对于任何稍显复杂之事都毫无兴趣，并且也不关心外部环境是否安全，甚至对自己所拥有的优势也满不在乎。他们对于保持良好的秩序感到厌恶（尤其在骑马作战时）。由于十分贪婪，他们很容易被金钱腐化。

浅发民族惧怕艰难环境和饥荒。他们虽然具有勇敢大胆的精神，但体格却十分娇贵软弱，无法平静地忍受痛苦。除此以外，炎热、寒冷、降雨、缺乏给养（尤其是葡萄酒）和战事拖延等情况都会使他们叫苦不迭。在进行骑兵战时，他们会在不平整或被树林所覆盖的地形上吃亏。浅发民族战线的侧翼和后方很容易遭到伏击，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派遣侦察兵或采用其他任何戒备手段，他们的战线还很容易被诈败后的反击所击溃。而且由于浅发民族的营地十分杂乱，在夜间利用弓箭手对其进行袭击，也会给他们造成巨大伤亡。

综上所述，在与浅发民族作战时，我军必须尽可能避免与其进行正面会战，尤其在战役的早期阶段。与之相对，我们应尽可能利用计划缜密的伏击、偷袭和诡计来对付他们，拖延战事，扰乱对方的战机，假作要与他们商定停战协议，并利用对方补给的短缺或炎热、寒冷等不良天候来挫伤其勇气和狂热。我军只要在崎岖难行的地面上建立设防营地，便不难做到上述之事。在这种地形环境下，使用骑枪的浅发民族无法在进攻中取得成功。若在时机对我军有利之时与浅发民族进行会战，则应按照前述有关阵型的章节来排列战线。

四、如何对付斯拉夫人、安特人及其他相似民族

斯拉夫人和安特人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他们都是十分独立的民族，绝不愿被任何人奴役或者管辖，至少不愿在自己的国土上落入如此境况。这两个民族人口众多，人民也十分坚韧，能够忍受高温、寒冷、多雨、缺乏给养甚至衣不遮体等各种艰难情况。

他们对来到自己国土上的旅行者十分热情友好，甚至愿意保护旅行者前往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若有外来人因主人的忽视而受到伤害，介绍这位旅客去那儿的介绍人便会对接待旅客的主人发动战争，并把为旅客复仇视作一种宗教义务。另外，他们也不会像其他民族那样将战俘当作永久性的奴隶来驱使，而是会为奴役时间设定一个固定的期限。到期后，战俘既可以选择带着一笔小额的补偿金返回家乡，也可以作为一位自由人和朋友留在当地。

他们拥有大量各类牲畜和堆积如山的作物，尤以谷物和大麦居多。他们的妇女也要比世上其余任何民族的更加感性。举例而言，如果丈夫去世，不少妇女会将之视作自己的死期，并上吊自杀，而不会作为寡妇继续生活下去。

这些民族居住在无法通行的森林、大河、湖泊和沼泽中间。其定居点则会延伸出数条通往外界的道路，以应对可能的危险情况。他们会将自己最有价值的财产埋在秘密地点，不让外人看到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东西。他们过着强盗一般的生活，十分喜欢在树木茂密、狭窄或陡峭的地方攻击敌人。其伏击、奇袭、突击都十分高效，而且能够在夜晚或者白昼使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斯拉夫人和安特人在渡河方面的经验也要超出其他民族，而且他们还极擅长在水下潜伏很长时间。如果他们在自己国土上被敌军突袭逼上绝路，经常就会跳河潜入水中。他们会事先为这种情况准备好中空的长芦苇秆，其长度足以伸出水面以上。在水下时，他们能平躺在河床上等待数个小时之久，而其余任何人都不会发觉河水中有人潜伏。若以一位缺乏经验的士兵来看，他肯定会认为那些伸出水面的芦苇秆就是从河床中正常生长出来的植物而已。熟知这种诡计的士兵则能够从芦苇秆的切割痕迹和它们在河中的位置将潜伏者识别出来。此时他既可以猛地把芦苇秆向下插进潜伏者的嘴里，也可以把它拔出来，迫使此人浮上水面。只要失去这根芦苇秆，他们便无法在水下继续停留。

斯拉夫人和安特人使用短标枪作为武器，每人携带两支。一些人还拥有十分美观却并不好用的盾牌。另外，他们还拥有木制的弓箭，其较短的箭矢上也会涂有一种十分有效的剧毒。中箭者若不能及时服用解药，或由对这种毒箭拥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治疗，那么他就只能立刻将受伤部位周围的皮肉剜下来，以免毒性蔓延到身体其余部位。

由于没有中央政府，而斯拉夫人和安特人各部落间又互相厌恶，导致他们并不适合与敌人进行会战。他们无法排成密集队形与敌军战斗，也无法在开阔平整的地形上作战。如果这些人真的鼓起了足够勇气发动进攻，他们便会齐声呐喊，并向前推进一小段距离。若其对手被呐喊声所吓倒，他们便会猛烈进攻，如若不然，他们便会转身后退，并不急于在近距离交战中考验对方的实力。之后他们便会跑到树林中，这些民族很擅长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作战，因而能够占据巨大优势。在手中拥有战利品时，他们还经常假作惊慌之相，逃进树林。对手分散开来抢劫战利品时，他们又会平静地走出树林打击敌人。在这种行动中，他们总是能使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来引诱敌人。

这些民族完全不讲信用，不守条约，他们之所以会和敌人订立和约，也主要是出于恐惧，而非敌人给予了他们什么好处。当他们内部出现不和时，我军便很难与对方达成任何停战协议，即使其中一部分人愿意与我方和谈，其余人也会激烈反对双方已经谈好的协议。其互相之间总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战斗中，弓箭齐射、从不同方向发动奇袭、使用步兵，尤其是轻装部队与其短兵相接，以及在开阔平整地形上与其作战，都能使斯拉夫人和安特人陷入困境。因此，我军在对付这些民族时，应让骑兵和步兵配合作战，尤其应在军中编入轻装部队和标枪手，并随军携带大量矢石，不仅包括箭矢，也包括各种投掷武器。另外，我们还应携带架桥所需的各种资材。如果可能，应尽可能以架设浮桥所需材料为主。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无须花费过多精力的情况下，穿过其国土上那些数量众多而又无法涉渡的河流。这些桥梁应使用西徐亚人的方式来建造，一部分士兵负责架设框架结构，另一部分士兵负责铺设桥板。另外，你还应准备牛皮或羊皮来制成皮囊，以便在夏季对敌人发动奇袭时，供士兵游泳过河时使用。

不过，最适宜对这些民族发动进攻的时节还是冬季，此时他们无法轻易躲在光秃秃的树林中，我军也可以通过雪地上的痕迹来寻找逃敌。另外，他们的家人会因暴露在寒冷天气中而痛苦不堪，同时封冻的河流也可以让我军轻易穿过。发动进攻战役时，我军应将大部分牲畜和足够数量的军需装备留在后方的安全地点，为其配置合适的卫兵，并由一位军官负责看管。战舰（Dromon）应在某个战略要地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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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由优秀军官率领的骑兵团也应留下来保卫这片地区。这样一来，主力部队在前进时便不会因后方遭到敌军伏击而分心。此外，我方还应散布谣言，声称我军已经计划要在其他地区对敌人展开进攻。在这些谣言的影响下，敌人的部落首领会感到十分紧张，个个担心自己的土地受到威胁，从而无法集中起来对我军造成威胁。绝不能将佯攻部队部署于多瑙河附近，否则敌军便会获悉这支部队人数稀少，不会对其太过在意。但同时佯攻部队也不能被部署得太远，以便他们能够在必要情况下及时与侵入敌国的主力会合。佯攻军队应部署在距离多瑙河一天路程的位置上。入侵军主力应出其不意地突然越过多瑙河，在开阔平整的土地上攻入敌方领土。在那之后，我方还应立刻派出一位能干的军官，率领一些精兵在前行动，去抓捕一些能够提供敌军情报的俘虏。除非已经进行过彻底的侦察，否则我军应尽可能避免穿过森林或地形崎岖之处。若敌军在这些地区出现，则我方应首先利用步兵或骑兵将他们逐退，之后再穿过该地。在不得不穿过狭窄隘路，而且预计返程也将途经此处时，应采取前文相关章节所述的办法，清理地面、拓宽道路，或在此处留下一支相对强大的军队驻守。我军在返程时很可能会因携带战利品而变得笨拙，此时那支留守军队便可用来对付那些躲藏起来，准备伏击我军的敌人。

另外，我们还应尽可能避免在树木茂密的地区建立营地或者露营，因为敌人可以躲在树林之中发动进攻或袭扰战马。步兵应秩序井然地驻扎在设防营地之内，骑兵则在其外侧宿营。哨兵应组成一条宽广的环形哨戒线，将放牧的马匹环绕在内。若我军能够征发到足够给养并送到营地中，战马也可日夜留在营地以内。

若遇到适于会战的机会，不要将你的战线纵深排布得太大，也不要将所有兵力都集中在正面，其他方向也应加以注意。假如敌人占据了一块坚强的阵地，其后方也拥有掩护，我军没有机会通过迂回行动来攻击对方侧翼和后方，那么我军便有必要将一部分部队隐蔽起来，并让其余部队在敌军面前诈败，引诱敌军进行追击。如果敌军抛下了自己的坚固阵地，我军便可掉头反击，同时那些隐蔽起来的部队也应趋前发动进攻。

由于这些民族的国王总是陷入与他人争权的泥潭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说服或贿赂的方式来拉拢一部分斯拉夫人或安特人，尤其是那些距离我方边境更近的部落。在做到这一点后，我军便应对其他部落发动进攻。这些民族内部的敌意导致他们无法团结在一位统治者麾下一致对外。对于那些在我方命令下为军队引路或提供敌军情报的所谓“难民”，一定要严加看管。有时即使是罗马人，也会忘记自己的同胞，转而去赢取敌人好感。我们应奖赏那些保持忠诚的人，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在周边地区找到的给养也不能随意浪费，而应该用驮兽和船只将其送回我国境内。斯拉夫人和安特人国土上有不少河流最终会汇入多瑙河，这也会大大方便我军的船运工作。

步兵不仅在狭窄关口、设防要塞等地是必需的兵种，而且对于在崎岖地形和河流沿岸作战也十分重要。即使在面对敌军的情况下，步兵也有可能成功架桥渡河。只要我军能够在夜间或昼间悄悄地将一支既有重装人员又有轻装人员的小规模步兵部队送到河对岸，并立刻将其列成战斗队形，让其后方倚靠在河岸上，这支部队便能为架桥工作提供足够的掩护。在穿过狭窄渡口或隘路时，我军有必要根据地形情况部署合理的后卫部队，并让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我军因地形原因而前后脱节，前方部队无法支援后方部队时，敌军很可能会趁机发动进攻。对敌军进行奇袭时，应遵循惯常的办法，让一个支队从正面接近敌人，向对方挑战，同时再派遣另外几支由步兵或骑兵组成的支队秘密部署于敌军背后。若敌军不愿意交战，决心远离位于其正面的我军支队，他们在撤退时便会出其不意地遭到我军其他支队攻击。夏季，我军应不断攻击对方，而此时我们的劫掠对象则应选择更加开阔、平坦的土地，同时还要做好在敌国建立设防阵地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帮助那些被敌军俘虏后又成功逃出敌手的罗马人重获自由。而夏季茂密的植被，也可以让那些俘虏在逃亡时能够更加容易一些，而不必担心敌军的追捕。

关于行军、侵入敌国、蹂躏敌方土地，以及其余那些或多或少与之相关的行动，都应按照书中有关如何入侵敌方领土一章中所述的办法去进行。本章中我们将尽可能简单叙述。斯拉夫人和安特人会沿着河流建立定居点，各定居点之间距离也非常接近。事实上，这些定居点原本便应是连成一片的，只是被树林、沼泽、芦苇荡等障碍物隔开了而已。因此，在入侵斯拉夫人和安特人国土时，经常出现我军忙于对付敌军第一个定居点时，其余临近定居点中的居民听闻战事消息后轻松地带着财产逃进附近森林的情况。在那之后，他们中的作战人员又会回到战场，抓住机会，利用森林的掩护攻击我军，导致入侵军队无法给他们造成太多损失。正因为如此，我军必须对敌军进行奇袭，最好是能够在敌军意想不到的地点发动进攻。进行奇袭行动时，我军应提前安排好各战队、各营的序列，让他们知晓哪支部队位于全军最前方，哪支部队紧随其后，哪支部队位于第三位。这些部队应按照这一序列，各自沿着严格规定好的路线行军，以避免各部队混在一起，进而导致军队因需要整理战线而丧失战机。在没有被敌军发现的情况下渡过多瑙河后，若有两处敌方据点可供进攻，则应将我军分为两队，其中由副将率领的一队不带行李纵列，但必须做好会战准备。他们应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向前推进十五至二十里，绕过敌人的侧翼，再从山区对敌人发动进攻。接近敌方定居点之后，副将便应开始进行洗劫行动，直到他与将军所率领的部队重新会合为止。将军本人的另一半军队则应从敌方定居点另一侧展开入侵和洗劫的行动。两支军队应同时进军，摧毁、洗劫二者之间的所有定居点，直至双方在某个预定地点会合。到达预定地点后，两支部队应共同宿营度过夜晚。若我军的攻势能以这种方式成功进行，则敌军便会在躲避一支军队时落入另一支军队手中，无法获得喘息之机。

即使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入侵敌军定居点，我军仍应分为两个部分。副将率领半数或更多士兵，不带行李纵列，做好战斗准备。他亲自率领直辖的战队走在全军最前方，其余各营的指挥官也应伴随在副将左右。接近第一座定居点之后，副将应派遣一到两个战队，一部分进行抢劫，其余部队则为他们提供掩护。明智的指挥官不会为抢劫第一个定居点派遣太多部队，即使那个定居点规模较大也还是一样。在我军抵达时，当地居民不会拥有足够时间来组织任何抵抗，因此不需要太多部队便可对付。副将本人则应率领部队继续快速前进，只要其手中仍有足够兵力，他便应使用相同手段去洗劫沿路每一个定居点。副将本人不应参与这些行动，而应带领三到四个战队，也就是一千名精锐士兵，随时为其他部队提供掩护和警戒，直到整个入侵行动告终。

在副将进行这些行动的同时，将军率领部队紧跟其后，派遣劫掠部队与副将的手下一同行动，将军本人则跟随副将的脚步前进。在劫掠行动结束之后，副将应转过头来，将自己留在行军路线上的那些劫掠部队集合起来。将军与副将会合后，两军便应在当地共同宿营过夜。进行这种分兵两路的奇袭时，每日行军距离不应超过十五至二十里。只有这样，两支部队才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行军、抢劫等行动，并在当夜会合起来一同宿营。在这种远征行动中，如果遭遇有抵抗能力的敌人，我们不要活捉敌军，而应将其全部杀光，以便迅速进行下一步行动。行军时，我们绝不能被这些人拖住脚步，而应紧抓战机。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依据自己的经验和古时的著作，对这些课题进行了讨论，并将我们的思考记录下来，希望能使读到这些文字之人受益。那些在作战中可能遭遇，但本书中又没有讨论的课题，则应以书中的内容为参考，辅以作战经验的教训和事物本质的原理，尽可能加以解决。无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在一部书中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也不可能在书中预知敌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又会养成什么样的战争习惯。无人可以预知未来的情况，人们也不可能仅凭单独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世间所有的战争。将道本身是一种非常多样化的艺术，其中包含有很多种不同的作战手段。因此，将军们也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恳求上帝赋予自己能发挥出天分以压倒敌军的能力。人心深不可测，将军们总是能制定出大量各种计划，并用狡猾的方式将它们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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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译注：即只有一条战线。


[2]
 译注：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过分夸张，完全不属实。


[3]
 译注：莫里斯写作《战略》一书的时代，罗马人与斯拉夫人以多瑙河为界，因此罗马舰队也经常会沿着黑海海岸和多瑙河伴随陆军一同行动。


[4]
 译注：此处很明显是《战略》一书原本的结尾。截至此处，莫里斯所讨论的全部课题都仅限于骑兵或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而后面第十二章有关步兵和步骑混合作战的章节又与先前十一章在结构上存在不少重复之处，很可能是莫里斯在后来为指导步兵的改革，教导将军应如何让步兵和骑兵配合作战而另外写作、添加的。



第十二章　步骑混合阵型、步兵阵型、营地图示以及狩猎

步骑混合战斗阵型

一、步骑混合战斗阵型图例

[image: 100855]
 　指挥全军的将军

[image: 100908]
 　副将

[image: 100922]
 　骑兵师长

[image: 100932]
 　步兵师长

[image: 100945]
 　骑兵团长

[image: 100956]
 　骑兵攻击战队

[image: 101007]
 　骑兵防御战队

[image: 101018]
 　重装步兵

[image: 101029]
 　轻装步兵、弓箭手、标枪手

[image: 101042]
 　骑兵

二、步骑混合战斗阵型

[image: 165-01]


该阵型适用于在与敌军骑兵部队战斗时，我军骑兵人数等于或少于步兵人数的情况。

[image: 165-02]
◎ 步骑混合阵型（一）：与前面的骑兵阵型相同，莫里斯在绘制步骑混合阵型时，宽度与纵深的比例也与实际相差较多，因而本书也重新绘制了比例更加合理的图示



三、步骑混合战斗阵型之二

[image: 166-01]


该阵型适用于与敌军骑兵战斗时，我军骑兵人数多于步兵，但与敌军骑兵数量相当的情况。此时我军应组成两条骑兵战线和一条步兵战线。确保各战线之间保持一箭射程的距离。各骑兵单位应分别以疏开队形和密集队形编入战线。

[image: 166-03]
◎ 步骑混合阵型（二）



四、另一种阵型

[image: 167-01]


该阵型适用于与敌军步兵战斗时，我军步兵多于骑兵的情况。

[image: 167-02]
◎ 步骑混合阵型（三）



五、横队

[image: 168-01]


该阵型适合在光秃、开阔的地方作战。

[image: 168-02]
◎ 步兵横队



六、纵队

[image: 169-01]


在通过隘路、崎岖地形、浓密森林时，有必要采用这种阵型。根据地形不同，部队可分为两线、三线或四线分别组成纵队。

七、中空阵型

如何才能排布出一个步骑混合阵型或中空的阵型，又应如何让其发挥作用呢？

步兵方阵的纵深和战斗队形必须依照士兵们的特点和兵力规模来布置。若军中骑兵数量多过步兵，我军可以将骑兵的纵深布置为八排甚至十排，同时步兵纵深则应较小，为四至五排。若步兵多于骑兵，则依照完全相反的办法来布置。在步骑混合部队中，骑兵和步兵的合理比例应为一比二。但即使骑兵只占全军数量的四分之一，全军也一样可以保持平衡。若我方将要迎战一支强大的外族部队，而军队又处在良好的状态之中。我们认为，在我军需要熟悉敌方情况的第一战中，一位明智的将军应将步兵列成八排重步兵加两排轻步兵的队列，而骑兵则保持八至十排纵深。这种队形可以抵挡敌军任何用冲锋来打破我军阵线的企图。我军计划主动对敌军发起进攻时，五排重步兵加一排轻步兵的纵深便已足够，再辅以骑兵在后保护，敌军便很难打破我军阵型。位于战线两侧的侧卫应各自拥有一千至一千两百人，排成中空四方阵型的后卫则应有大约五百名轻重步兵。另外，有时将后卫排列成所谓的“楔形队形”，也是十分有用的。骑兵应收到命令：一旦步兵击败对手并迫使其撤退，在一声令下之后，位于骑兵前方的步兵行列应在营长或单数兵（Primi）带领下两列并做一列，以便在战线中让出一个空当。在此之后，骑兵便应从这个空当之中，以良好的秩序稳步穿过，以避免踩踏步兵。穿过步兵方阵的行列之后，位于前排的半数骑兵应在加快步伐同时尽可能保持统一步调，在敌军后方三箭或至多五箭距离上进行追击。他们也不能距离敌军太近，以免遭到伏击。后排的半数骑兵则应以严整的秩序跟在后方，维持紧密、齐平的正面。这样一来，若前方的骑兵被敌军击退，后方保持着整齐队形的骑兵部队便可以迎击敌军。步兵方阵也应保持战斗队形，跟在骑兵后方。最好应在步兵两侧各部署一个营左右的骑兵，以便在需要时为步兵提供支援。另外，在所有骑兵都投入追击之时，这两支骑兵部队也能以袭步赶上前去，前进到前方骑兵战线的侧后，组成骑兵的侧卫。与此同时，步兵则担负起掩护骑兵后方的责任。当前后两条骑兵战线都无法阻止敌军反击，骑兵因此撤退到了步兵背后时，两支侧卫也应回到步兵战线两侧的位置，但其位置要稍微拖后一些，以避免发生混乱。在此之后，步兵应取消先前排成的大纵深队形，重新将空当填满以抵挡敌军攻击。若敌军接近至弓箭射程以内，并试图凭借冲锋来打破我们的方阵（这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步兵便应依照常规方式收紧队形。每列第一、第二、第三排的步兵组成龟甲阵（Foulkon），把盾牌互相连结起来，并将长矛的尾部固定在地面上，矛头指向前方，伸出至盾牌以外。任何敢于接近过来的敌人，都将很快领略到挑战枪阵的滋味。另外，步兵还应将肩膀顶在盾牌上，用身体的重量来抵挡敌军的冲力。第三排的步兵几乎完全站直，第四排步兵则应像投掷标枪那样举起长矛，以便在敌军接近时方便刺杀或者将长矛投掷出去，之后再拔出刀剑来作战。轻步兵和轻骑兵应使用弓箭作战。若敌军企图从后方攻击我军骑兵（而这也是他们的惯常做法）步兵便应组成一个双重方阵。双数列的步兵穿过骑兵部队退至后方，将骑兵部队置于全军中央。轻步兵也同样应分成两半，一半伴随前部方阵，另一半则伴随后部方阵。排成四方阵型的原步兵后卫，也能为后方提供支援。

为避免敌军在会战前能够探查到我军详细的战斗序列，我军可以在敌军接近之前，在步兵方阵前方用少量骑兵组成一道屏障。敌军接近到四至五箭距离之后，骑兵屏障脱离步兵战线，退回至后方与其他骑兵会合，排列在骑兵部队的前排。这样一来，我军便可安稳地将战线保护好，敌军在实际交战前也会认为自己只需要面对我军的骑兵，因而放心大胆地接近过来，并如上文所述的情况那样，被我军步兵的突然冲锋所轻易击败。这种战术要求人员和马匹都要经常训练才能熟练掌握。将领必须清楚地知道，骑兵在追击时能够快速追击多远的距离而不会发生混乱，而步兵也不能过分混乱或松散。若骑兵部队因地形崎岖或会战失利而面临危急时刻，部分骑兵（若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盾牌）便应拿起重步兵的盾牌，组成步兵队形，其余部队继续骑马作战。通过这种方式，我军便有可能反败为胜。

多兵种混合中空阵型图示中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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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步兵，即行长或什长

[image: 101513]
 　装备盾牌的重步兵，即武装侍从

[image: 101522]
 　轻步兵，即标枪手、弓箭手

[image: 101535]
 　骑兵

一个步骑混合的中央突出阵型示意图，该阵型在危急情况下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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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中空阵型



步兵阵型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步兵战术，这一课题随着时代变迁，几乎已被彻底遗忘了，但在我们看来，仍有必要对其给予最大程度的重视。我们十分关心步兵的训练方式、武器、穿戴以及一切有关其传统阵型和组织结构的课题。我们收集了很多关于该课题的资料，并将它们落到纸上，供那些关心此事的指挥官来阅读，使他们了解步兵阵型，并能够将它们投入实战之中。为更进一步方便指挥官们阅读，我们采用了索引的方式来探讨本课题，而我们所在意的，也是实用性和文字的简洁，而绝非辞藻是否华丽动听。我们编列了一个目录，来理清本章的要点以及这一部分的大概内容：

一、步兵的着装

二、重步兵的个人训练

三、轻步兵/弓箭手的训练

四、重步兵的武器

五、轻步兵的武器

六、必须始终关注并提前准备妥当的必要装备

七、各营中执行特殊勤务的士兵

八、步兵部队的组织结构及其军官

九、步兵营的人员安排和组织结构

十、关于军法的指示

十一、重步兵营的阵型

十二、伴随重步兵和骑兵作战的轻步兵阵型

十三、伴随重步兵作战的骑兵阵型

十四、步兵操练方法

十五、第二种操练方法

十六、如何进行操练

十七、步兵战线的阵型及如何抵挡敌军进攻

十八、车仗和行李纵列的安置

十九、敌军位于附近时的行军方法

二十、步兵如何穿越丛林、丘陵和隘路

二十一、如何利用河流运兵，如何在面对敌军的情况下渡河

二十二、建立设防营地

二十三、关于会战当日，步兵将军应考虑的事情

二十四、护民官/步兵营长需要了解的队列命令

一、步兵的着装

步兵应穿着长及膝盖的哥特式长袍或两边开衩的短袍，以及拥有厚重鞋底、缝制简单，只需不多于两根绑带即可系紧的哥特鞋子。靴底应钉上几个鞋钉使其更加耐用。步兵行军时不需穿靴子或者胫甲，它们不适于行军，如果士兵穿了，步子就会变慢。步兵的斗篷应该简洁一些，不要像保加利亚人（Bulgarian）的长袍那样。步兵们应将头发剪短，军官最好也要下令禁止士兵们留长发。

二、重步兵的个人训练

重步兵互相之间应使用盾牌和长棍进行一对一格斗练习，他们还应练习如何将短标枪和铅头飞镖
[1]

 投出一定距离。

三、轻步兵/弓箭手的训练

他们应以立在远处的骑枪作为目标，训练如何使用快速地拉弓放箭，罗马射法、波斯射法皆可。另外，他们还应接受在背负盾牌的情况下快速射箭、向远处投掷短标枪，以及使用投石索，还有跳跃和跑步的训练。

四、重步兵的武器

各卫队（Arithmos）
[2]

 、各步兵营中的士兵应各自使用同样颜色的盾牌，此外还要装备赫鲁利式（Herulian）刀剑、长矛，以及顶部带有简单羽饰、两侧饰有流苏的头盔（至少各列第一排的士兵头盔上应有这些装饰），还有投石索以及铅头飞镖。各列中的精兵应穿着铠甲，可能的话最好所有人都能穿甲，至少也要让前两排士兵拥有铠甲。另外，步兵们还应装备铁制或者木制的胫甲，至少也要普及到每列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士兵。

五、轻步兵的武器

轻步兵应将弓背在肩上，并配以能装载三十或四十支箭的大号箭囊。他们还应装备小盾、手弩以及装在小箭囊中的短弩箭，其弓弩应具有较大的射程，能从远距离上给敌军造成伤害。对于没有弓箭或不善使用弓箭的人，军队应为他们提供小型标枪或斯拉夫式投枪。另外，轻步兵们还应在皮制背囊中携带铅头飞镖和投石索。

六、必须始终关注并提前准备妥当的必要装备

每个什或班都应有一驾轻便的车仗。车仗数量绝不能更多，否则士兵们就会因忙着照料车仗而忽略其他事情。每辆车上都应装载一具手磨、一把大斧、数把短斧、一把扁斧、一把锯子、两把耙子、一把锤子、两把铲子、一个篮子、几件粗制的衣物、一把镰刀、一些铅头飞镖以及用细绳串在铁钉上以方便回收的铁蒺藜。军中还应准备一些在两端都装上了旋转弩炮的炮车以及相关的炮组人员、木匠和铁匠，所有这些炮车都由一位军官负责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步兵班都应分配到一匹驮马，至少每两个班应有一匹驮马。在步兵需要离开车仗去占领某处之时，这些驮马应背负着八天或十天的口粮跟随士兵们一同行动，直到行动缓慢的车仗与士兵会合。军中还应专门配置一些车仗来装载各部队的武器和盔甲。此外，还要有另外十到二十驾车仗来装载面粉、干面饼、箭矢和备用弓。

七、各营中执行特殊勤务的士兵

传令官必须机警、聪慧，拥有洪亮动听的嗓音，能讲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能的话最好还能够说波斯语。营中还要有教官（Campiductor）、旗手或龙旗手（Draconarii）
[3]

 、号手、盔甲匠、刀匠、制弓师、制箭师以及其他一些依规定所需的人员。一部分士兵要担负起寻找失物并将其归还原主的职责。与骑兵一样，步兵也要指派一人去指挥行李纵列，而行李纵列中的所有人员也都要服从于此人，每个步兵师还要再指定一人来指挥全部的行李纵列。与马匹的情况一样，各部队要在自己的驮牛身上做好记号，以便士兵们能够轻易地识别出牛的归属。另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营还应指派两名鹰旗手（Ornithoboras）
[4]

 。

八、步兵部队的组织结构及其军官

过去，一个军团中包含有大批士兵，那时的军事学者们会把二百五十六人编成一个营。那时每列为十六人，整个战线则为六十四个营，即一千零二十四列、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八千名弓箭手、标枪兵、投石兵等轻装部队以及一万名骑兵
[5]

 。古人将轻重步兵分为四个部分——左翼、左中、右中、右翼，骑兵则分为左右两组。但由于如今我们的各部队人数并不相等，因此也无法具体规定一个营应有多少士兵。若照搬古代队形，那些超出了256人以外的士兵们便无事可做，而若是其与自己不认识的士兵临时编组到一起，他们也很可能会一头雾水。在我们看来，一支部队的人数最好能够拥有一些弹性。根据人力多寡，要么将他们编成一个大规模的单位，要么就编成两个小规模单位。每个营都应拥有自己的军旗和营长。营长原本应由一名受人尊敬、聪慧而且擅长白刃搏斗的护民官来担任，如今也有低级军官或教官担任营长的情况。但无论如何，都应确保步兵营中每行拥有十六名士兵，并依据每人所担负的职责来安排其前后位置。战线本身也要依据全军的规模来排布。将所有营、行都布置好后，整条战线应被均分为四个部分，右翼由一位右翼师长指挥，左翼由一位左翼师长指挥，左中由左中师长指挥，右中由右中师长指挥。少部分战线中不需要的轻重步兵，应在其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布置在预备队的位置，准备为骑兵掩护不到的战线两翼或行李纵列以及任何其他地方提供快速支援。若全军人数少于两万四千名步兵，则应将战线分为三部分，而非四个部分。位于全军中央的一师应竖起将军的战旗，其余各师则以这面旗帜作为向导。

九、步兵营的人员安排和组织结构

首先，我们应将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弓箭或能够学会这门技术的人，以及那些年轻力壮之人挑选出来，将他们编组成轻步兵。若全军人数超过两万四千人，轻步兵人数应为全军一半，若少于两万四千人，则从各部队中选出三分之一即可。轻步兵们应被编成“什”，由能干的什长来率领，另外各什还应设置一名被称为首席射手的军官。剩下半个营则分为十八人一列的行，其中既要有老兵也要有新兵。最贫穷的两位士兵负责保护车仗或担负其余勤务，剩下十六人则在聪明且受人尊敬的行长的率领下编入战线。这十六人中，最优秀的八人应被安排在前排和后排，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排以及第十六、第十五、第十四和第十三排。这样一来，即使每行的纵深被缩减到仅剩四排，其前后两端也仍然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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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那些稍弱的士兵，则应被部署在各行的中央。

这十六名士兵应被交替划分为“单数兵”和“双数兵”（Secundi）。最前排两人也因此会有两种称呼，第一位为行长兼单数兵长（Primus），第二位为什长兼双数兵长（Secundus）。在他们背后的士兵则依次编为单数兵和双数兵。有时为了更容易指挥作战，让士兵在行动时能够更加协调，有必要将各行拆分为两行来行动。单数兵跟随行长，双数兵跟随什长。依照这种办法，即使被分为两行，这十六名士兵也能统一行动，执行行长的命令。这样一来，秩序和纪律也更容易维持了。

所有轻重步兵都应被均分为四个部分。只要有可能，在安排各行十六名士兵的前后顺序时，我们不仅应参考士兵们的资历，还应参考其体型情况。将高大的士兵布置在前排，整条战线看起来会更加严整可怕。但如果我们无法依照体型和气概来进行安排，我们便应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将各行中最优秀的士兵配置在前后两端，素质较差者位于中央。

出于某些充足合理的原因，前人们将一列士兵的人数定在了十六这个数量上，这一纵深能为各列提供充足的士兵。而我们在排列战线时，纵深也不能再超过这个数字了。在必要情况下，各行要能够快速、整齐地拆分为两组，甚至还能够将纵深缩减到仅剩一人。

十、关于军法的指示

按照上述办法将军队编组完毕之后，应择日将全军集合在一起。若官兵们早已知晓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军规，则只需再重新提醒他们一遍即可。如若不然，就应由各营的营长分别为手下部队宣读军规，其情形与我们在有关骑兵的章节中所述者相同。

十一、重步兵营的阵型

宣读军规之后，各营军官们便应着手将手下部队组织妥当。首先应安排好营中各行的位置，将它们分别安排在营旗的左侧或者右侧。接下来，营长应带着旗手、传令官、教官以及号手一起前进，行长们则以左翼先行、右翼随后的顺序跟在营长后方。到达本营在战线中所在的位置后，营长和他背后的旗手，以及旗手背后的教官、号手应停下脚步。之后各行应以较大间隔在预定位置展开，以免互相干扰、冲撞。各行应保持十六排纵深，轻步兵位于队列后方。重步兵们应将长矛竖直举起，以免妨碍他人行动。教官和传令官位于战线前方，一位负责观察敌军、引导部队，另一位负责将营长命令下达给士兵。若仅有一个营单独行动，营长应带着传令官和教官位于全营前方。若整个步兵师一同行动，则仅有骑马的师长、两位传令官、两位教官、一位马夫、一位佩剑侍从以及两位鹰旗手可以位于战线前方，而且在战线即将与敌军接战之时，上述人员便应退回到战线中师旗所在位置。指挥官本人和无武装的鹰旗手不应亲自参与战斗。一个步兵师中无论有多少号手，战斗时也仅能由伴随师长的那一位吹号传令，否则便会出现混乱，士兵们也无法听清命令。

十二、伴随重步兵和骑兵作战的轻步兵阵型

轻步兵有好几种不同的布置方式。有时弓箭手会被按照一定比例排列在重步兵行列后方，即十六名重步兵配四名弓箭手，在重步兵将各行拆成四小行、纵深缩减到四排时，弓箭手也跟着减少至一排。有时他们也会被直接安排在各行内部，由弓箭手一对一替换掉重步兵。有时轻步兵还会部署在各行之间以及战线两侧的骑兵中间。当轻步兵数量较多时，他们经常会与少量重步兵一同被部署在骑兵外侧一小段距离上，担任这些骑兵的侧卫。那些装备短标枪或飞镖的轻步兵应被部署在重步兵后方或两侧，而不能被布置在重步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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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在训练时，都会将弓箭手和其他投射部队排列在重步兵后方。

十三、伴随重步兵作战的骑兵阵型

骑兵应部署在步兵战线的两侧，素质最好的骑兵营应在各自营长率领下部署于最外侧的位置。若骑兵数量较多，超过了一万两千人，则应将其排列为十排纵深，若数量少于一万两千人，则应排成五排左右。另外还应单独安排一个支队位于战线后方的车仗外侧，作为支援兵力使用。若敌军从后方来袭，这支部队便可以用来抵挡敌军。若没有这种必要，他们也可以用来支援前方战线的两翼。这个支队应采用疏开队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调转方向时不会互相冲撞。

应专门对骑兵下令，让他们不要对敌人穷追不舍，也不要离步兵战线过远，哪怕敌军掉头逃跑也还是如此，否则他们便可能会掉进敌军的伏击陷阱。到了那时，这些数量不多、远离支援的骑兵，很可能会遭到惨败。若骑兵被敌军逐退，他们应退至战线后方寻求掩护，但绝不能退到比车仗更靠后的位置。如果他们仍然无法抵挡住敌军，骑兵们便应下马步战来进行防御。

若我军希望列开阵势进行会战，但又不希望在排布好战线的当天就与敌军交战，而且在敌军向我方骑兵发动冲锋而骑兵们又可能抵挡不住之时，骑兵便不应在两翼等待敌军冲锋，而应主动退到步兵背后，也就是战线和车仗之间的位置。为便于这样的运动，战线和车仗之间的距离应比平时更大，以便骑兵不至于因任何机动而互相碰撞。将骑兵移动到这里也可以保护骑兵不受敌方弓箭伤害。

十四、步兵操练方法

传令官应下达如下命令：“保持安静，听候命令，不可急躁，坚守阵位，跟紧军旗，不准私自离开军旗追击敌人！”在此之后，士兵们便应安静地稳步前进，任何人不得发出噪声，就连轻声低语都不行。步兵必须熟悉这些行动方式，以便在指挥官一声令下或以其他方式发出信号之后，能够令行禁止，或依照命令拆分行列，或在各种地形上以密集队形稳步长距离前进，或收紧行列的纵深和宽度，或以龟甲阵前进，而且还要都能够在训练中用棍棒和不开刃的刀剑进行模拟交战。

十五、第二种操练方法

步兵们还应练习如下几种运动——将战线拆分为双重方阵，之后再重新组成正常队形；原地左转、原地右转；向侧翼前进，之后再返回原有位置；向左、向右旋转正面；放宽行列；增加或加倍行列纵深；将正面指向后方，之后再调整回到正常状态。

十六、如何进行操练

这些操练应按照如下方式进行。部队应严格遵守指挥官的口令、肢体命令或其他信号。教官希望部队前进时，应吹响军号、号角或是以口令方式下达命令，之后部队便应开始前进。在下达立定命令时，教官可用军号、口令或手势来下令，军队也应立刻止步。士兵们必须熟悉指挥官的口令和其他信号，以免因武器碰撞、沙尘或迷雾干扰，无法收到命令。

原本为十六排的各行，其纵深可以削减，行本身也可以被拆分。举例而言，若指挥官希望延长战线，使它看起来更加骇人，或将正面拉长到与敌军相当的长度，他可下达“八人一列”或“各行拆分”的命令。之后各行中的双数排士兵便应出列，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八人行。这样一来，战线的纵深便减小了，战线的宽度则增加了，同时各行纵深也变成了八排。若指挥官希望将纵深减少到四排，他还可以再次下达“各行拆分”的命令。与上述情况一样，各行双数排的士兵应走出行列，向左向右皆可，只要确保所有人都是向同一侧移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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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十六人的重步兵拆分为两列八排的步骤



另外，士兵们还应该学会如何将正面整理成齐平状态。因为当行列被拆分之后，战线正面会变得不再平整，此时指挥官便应下达“拉平正面”命令，士兵们也应将正面整理齐平。

当步兵接近到距离敌军两箭或三箭距离，并准备发动冲锋之后，应将行列收紧成密集队形。此时指挥官应下达“密集队形”命令，士兵们从前后左右各方向向中央靠拢，直到前排士兵的盾牌互相连结，后方各排也互相贴紧为止。步兵无论在行军还是在立定时，都要能够遂行这一机动。各列后卫应命令后几排士兵强行推挤其前方人员以保持队形整齐，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避免因某些士兵的犹豫而发生混乱。

敌我双方接近后，步兵应开始以龟甲阵前进，弓箭手则应准备好对敌军展开射击的准备，此时指挥官应下达“组成龟甲阵”的口令。第一排士兵互相接近直至盾牌互相连结，并将自己直至脚踝的躯干部位全部掩盖起来，第二排士兵则将盾牌举过头顶，与前排士兵的盾牌上端连结起来，掩住他们的胸口和面部。步兵应以这种阵型发动进攻。

当战线已经收紧队形，且双方距离接近到一箭射程左右，战斗即将开始时，指挥官应下令：“准备战斗！”紧随其后，另一位军官则应呼喊：“愿主保佑！”全军也应异口同声高呼：“赞美上帝！”之后，轻装部队便应开始从前排头顶上方射出箭矢。位于第一排的重步兵应继续接近敌军，若他们装备了飞镖或其他投射武器，此时他们就要将长矛放在地面上，腾出手来投掷标枪。若没有投射武器，他们便应在进一步接近敌军之后，将长矛像标枪一样投出，并拔出刀剑与敌军进行白刃作战
[8]

 。在敌军撤退时，所有士兵都要留在原有位置上，不得追击。位于后方各排的士兵应始终用盾牌保护好头部，并用长矛来支援前方的友军。显然，第一线的士兵在与敌军交战前，必须始终保护好自己，否则他们很可能被敌军的箭矢射伤，尤其是那些没有身甲和胫甲的士兵。

当军队正在向前方推进，后方却出现敌军时，步兵应分开排列成双重方阵。假设此时步兵们的纵深为十六排，而正面敌军距离又十分接近，马上就要与我军交战，指挥官应下令：“从中央拆分，组成双重方阵！”此时前八排的士兵便应停止前进，后八排则原地转向后方，向后方推进，组成双重方阵。若步兵们的纵深为八排或者只有四排，指挥官便应下令：“单数行立定，双数行出列组成双重方阵！”此时，在什长率领下的双数行便应原地转向后方，向全军后方前进三百步或三百尺的距离。这一距离足以确保敌军弓箭无法伤害到任何一个方阵的背面，而只能落到二者之间的空地上。若有需要，指挥官只需下令：“归队！”双数兵们就可以再次原地转向，返回原有位置。有些情况下，若从后方接近的敌军比正面更多，而我军车仗也没有紧随军队行动，则此时应让双数行保持原位，而让单数行出列。双重方阵适用于车仗没有跟随军队来到战场或已被敌军俘获的情况
[9]

 。

当指挥官希望延长战线迂回敌军，或避免被敌军迂回，或想要占据有利地形，又或是需要穿越隘路时，他都需要命令战线向侧翼行军。指挥官若希望向右翼行军，他应下令：“转向持矛手方向！”此时士兵们便应原地向右转，在听到“前进”命令后开始向指定位置行军，听到“转回前方”命令后重新原地转向正面。指挥官若希望向左翼前进，他应下令：“转向持盾手方向！”此后各步骤与上述相同。在敌军突然从前后两个方向包围过来，但我军又没有时间组成双重方阵时，应组成双正面战线。指挥官下令：“面向前后！”半数士兵立定抵挡正面敌军进攻，其余士兵原地转向面对后方，位于战线中间的士兵则应利用盾牌保护自己的头部。

指挥官面对左翼或右翼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时，他可以将整条战线转向左翼或右翼。此时指挥官应下令：“转向左翼（右翼）！”之后各营一个接一个地行动，很快就可以将整条战线指向指定的方向。

战线的队形也可以放宽或延伸。步兵们排成密集队形时，指挥官有时可能会希望将各行拆分削减纵深以便增加战线的长度，或让行列更加宽松。此时他应下令：“向两侧放宽！”士兵们便会将队形放宽。这种机动无论在行军还是立定时都可执行，只要两翼向外移动即可，无论单独一个步兵师还是整条战线均可执行这一机动。

战线的纵深也可增加或者加倍。假设步兵们排列成了四排纵深，而指挥官希望能将纵深加倍以对应敌军纵深，或增加军队的稳固程度来抵挡敌军冲锋，此时指挥官应下令：“入列！”士兵们的纵深便加倍至八排，若他希望进一步将纵深增加到十六排，再次下令：“入列！”双数兵们逐个返回原有位置，战线纵深再次加倍恢复至原有的十六排。尽管我们不建议如此，但倘若某些情况下指挥官希望将步兵列成三十二排，他便可以下令：“两行并一行！”此时战线纵深将依照上述方式加倍，而宽度有所减少。

我军战线笔直向前推进时，若敌军没有从前方，而是从后方接近，我军战线可能有必要转向后方。若指挥官希望如此，则各行行长带领本行各自转向，纵深仍为十六排。此时指挥官应下令：“向后换位！”战线停止前进，各行长穿过行列来到后方，后续各位士兵则跟在他的后面依次而行。这样一来，战线便可面对敌军重新组成新的正面。这种机动最好在战线收紧成密集队形之前进行。若此时步兵已经排成了密集队形，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放宽行列，指挥官便应改为下令：“原地转向！”全军官兵保持原位，各自原地转向后方，由原本位于第十六排的后卫组成新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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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向后换位”命令的执行



十七、步兵战线的阵型及如何练习抵挡敌军进攻

按照上述方式将各步兵营单独训练妥当之后，全军应被集合起来，像要进行会战一样以全部兵力列好战线。此时军队中应包括轻重步兵、骑兵以及车仗和行李纵列的其余部分。而在他们对面，应由步兵或骑兵组成一条简单的战线来代表敌军，其使用的箭矢也不应带有箭头。这条简单的战线有时需要排成作战队形向我军战线前进，有时应专门去扬起沙尘、呐喊或者扮演陷入混乱的敌人，有时他们还要从背后去攻击我方的侧翼和后方。通过这种演练，我军步兵和骑兵便可以熟悉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而不会在实战中手忙脚乱，师长们也能够积累如何对抗敌军的经验。骑兵也应参与这种训练。训练时要么将他们安排在步兵侧翼，要么就将他们安排在步兵背后并让他们练习如何向后方转向。

排列战线时，各步兵师之间应保留一百至二百尺的间隔，这一距离可以避免他们在前进时互相挤在一起，而同时又不至于太远，导致各师失去协调，无法互相支援。战线在行动时应以位于中央的那个师为准，因为将军的军旗就竖立在那里。也正因为如此，过去的军人才会将战线中央称为军队的“嘴”或者“脐”，其余部队都要跟随中央来行动。

由于收紧队形的机动要比放宽队形更加快速、安全，因此会战开始时步兵不应采取十六排的阵型，而应排成四排。这不仅能让我军战线在敌人眼中显得更加威武，而且在前进时士兵们也可以更加放松一些，尤其是在前进距离较长时。若需将阵型纵深增加至八排或十六排，收紧队形的机动也更适合在前进时而非立定时完成。反过来说，若一开始便采用密集队形，之后又要放宽队形来增加战线宽度，变换队形就可能要花费数个小时之久。但无论如何，在接近敌人之后，仍采用疏开队形就将是不明智的了。

战线排布完毕之前，旗手应骑马跟随指挥官一同行动。战线排布完毕之后，二者便应下马回到队列中自己应在的位置上去。无论敌军纵深有多少排，我军纵深都不应超过十六排或少于四排。超过十六排的话，后排士兵就会毫无用处，少于四排的话，阵型又过于单薄。八名重步兵一列则是比较中庸的队形。在整支军队中，士兵们必须严格保持静默。我们应向各行后卫下令，如果听到自己所在的行中有人窃窃私语，他就应该用长矛的尾部去戳一戳那人。另外在战斗时，后卫也应向前推挤他前方的士兵，确保整行中无一人犹豫不前。指挥官不应指望步兵能穿着全套盔甲做长途行军。当敌军拖延战斗，我军战线不得不留在原地待命之时，也不应强迫士兵们站立数小时之久。不然的话，到战斗开始时，步兵们可能早已被盔甲的重量累垮了。因此在待命时，步兵们应坐下休息，直到敌军接近之后再命令他们起立站好。只有这样，步兵们才能保持体力充沛、军容严整。除了各师师长和他们各自带领的两位传令官、两位教官、一位马夫、一位佩剑侍从以及两位鹰旗手以外，任何人不得脱离战线，自行走在队列前方。师长等人在敌军接近之后，也应各自退回战线之中。

必须始终记得，让步兵们熟悉各单位各自在操练中所使用的各种信号和命令，让步兵们更服从军官命令，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对我军而言是十分有利而且实用的准备工作。进行会战时，整条战线并不一定要依照将军一人之命行动，因为在地形等情况的影响下，将军本人的命令并非总是能传达给全军，尤其是在全军人数众多、战线长度较长的时候。此外，敌军的行动也并非整齐划一。举例而言，我军可能会存在战线中某单位纵深较小，因而被敌军击退，而其余纵深较大的部队前来为其提供支援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某支部队被敌军包围，其余部队组成双重正面尝试解围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各部队必须利用上文中所述的那些机动方式，主动攻击围攻我军被困部队的敌人，而不能坐待将军下令。事实上，各部队只有在与对方接战之前，才有必要统一听从将军一人之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先辈才将大规模部队分划成了大量的营或其他单位。

十八、车仗和行李纵列的安置

将军若决定带着行李纵列一同参加会战，那我们便应将其部署在步兵背后一箭的距离上，纵列中的各单位应以良好秩序，部署于其所属的各师背后。行李纵列应占据与战线相同的宽度。倘若其长度超过战线覆盖范围的话，便无法再得到战线的保护。每辆车仗的尾部都应用厚重衣物覆盖起来，这样一来，车夫便可像躲在胸墙背后一样站在车上战斗，拉车的牛也可以得到车仗保护，不被对方箭雨射伤。那些安装了弩炮的车仗应沿着整条战线平均分配，并将其中大部分（尤其是那些弩炮威力最大者）部署在两翼。炮车的车夫还应知道如何使用标枪、投石索、金属飞镖或弓箭。其余车仗则应被部署在这些装有弩炮的车仗之间。战线与车仗之间的空间应保持宽阔，以方便重步兵在敌军攻击行李纵列时组成双重方阵，同时也可以避免骑兵或轻步兵在此处行动时受到车仗阻碍。若一支强大的敌军从后方骚扰车仗，车夫们无法将其击退，而步兵也来不及排成双重方阵，车夫们便应向地面上抛洒一些铁蒺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也必须小心行事，不能再沿相同道路返回，而必须选择其他道路，以免伤及己方士兵。

十九、敌军位于附近时的行军方法

我军应向前方和后方派出骑兵巡逻队，任何步兵都不得超出巡逻范围。每日宿营地点不应间隔太远，以免步兵被长距离行军累垮。车仗则应依据各师在纵队或横队（具体队形要依地形情况而定）中所在位置部署。右翼师的车仗应位于行李纵列最前方，其后是左翼师，再后是左中师，最后则是右中师
[10]

 ，战线各部分所属的车仗绝不能混在一起，以免造成混乱。敌军位于附近时，士兵们绝不能把武器留在车仗之中，而应随身携带。敌军进逼时，士兵们应以战斗序列行军，各营依次而行，既不能混在一起，也不能分散行动。这样一来，在有必要列成战线之时，各部队早已位于其应在的位置上了。若一支大规模的敌军骑兵接近，我军便不应移动营地位置，并且在会战结束前也不能再继续行军。与之相反，我军应于会战两至三天之前，占据可能发生会战的地点，并依据情况设立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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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单列纵队行军时正面遭遇敌军袭击的展开方法



二十、步兵如何穿越丛林、丘陵和隘路

若想要在丛林、丘陵或者隘路对敌军（尤其是斯拉夫人和安特人）进行一次成功的远征，一支军队应轻装简行，骑兵也不宜过多。行军时，军队不应携带车仗，行李纵列规模不应太大，而且士兵们也不应穿着头盔、身甲等重型装备。重步兵应使用中等大小的盾牌和短矛（此二者并非骑兵所使用的样式）。轻步兵应使用更小的盾牌，重量较轻的弓箭、短矛、摩尔人的短标枪以及一些金属飞镖。士兵们应带着所有可用的斧子，并由驮兽背负以便随时取用。重步兵不应像在开阔平原上那样排成一条纵队，而应依据部队规模，分散成两个或四个支队，各自排成两排或四排纵深。他们应如后文图示那样，以侧翼领先行军，并依据形势需要调整队形，各支队间距应相当于投石索的射程。若军中还拥有行李纵列和骑兵，行李纵列应被置于步兵后方，骑兵则跟在行李纵列之后，他们后方还应以少量轻重步兵组成一个后卫来阻挡敌军从后方进行的奇袭。部分轻步兵应由一小队骑兵伴随着，在主力部队前方行动，其余轻步兵应在行军纵队两翼进行巡逻，搜索敌军伏击部队。这些巡逻队应特别注意那些看起来仍然笔直竖立着，但其实已经被部分锯断了的大树，因为敌军在发动奇袭时，会迅速将这些树木推倒，挡住狭窄的去路，给我军造成巨大的麻烦。在少量骑兵伴随下的轻步兵应对这些诡计保持警惕，并将埋伏中的敌军清理干净。在此之后，主力部队才能通过当地。

在相对开阔一些的地区，我军应让骑兵在前巡逻，但在植被浓密或地形复杂的地区，则应以轻步兵在前。轻步兵不应像重步兵那样被组成密集队形，而应以非正规的编队，分成三至四人的小组，各自携带着标枪和能够在投掷标枪时保护自己的盾牌。另外，每个小组还应安排一名弓箭手，为标枪兵提供掩护火力。如前所述，这些小组既不应以紧密队形行动，互相之间也不应分散得太开，而应该一组接着一组，掩护前面一组的背后。若最前方的一组遭遇危险情况，例如遭遇敌军抵挡或因复杂地形而受困，其后方各小组便应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趋前至地势更高之处，之后再从那里打击敌军背后。占据制高点，从上方压制敌军，自始至终都应是轻步兵的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指挥官也应命令轻步兵不要走得太远，必须留在能够听清军号或号角声的范围内。不然轻步兵便有可能被敌军切断，无法得到主力支援，并因此被压倒。假设我军主力由四个步兵师组成，各自以侧翼领先的队形并列行军，在遇到一处无法供四个师同时通过的狭窄地区时，其中两个师应向后撤退，使全军组成两个双纵队。若地形狭窄到连两个师都无法并列通过，则全军应排成单列纵队，各师以侧翼领先依次通过。在此过程中，我军应始终在纵队前方派出轻步兵掩护。穿过狭窄地区之后，四个步兵师可恢复到其原有的四个纵队，继续以侧翼领先行军。

若一支强大的敌军从正面或侧翼出现，步兵师便应面对威胁所在方向排列好战线正面。举例而言，若敌军从行军纵队左侧出现，左翼的步兵师便应停止前进，另外三个师则以此为准，移动到与其齐平的位置上组成战线。若敌军从右侧出现，便应面对右翼采取相同的行动。若敌军从中央一个或两个师的前方出现，另外两个师就应向右转向，将纵队展开成横队，用原先纵队的侧翼组成战线正面。若地形允许我军以密集队形对抗敌军，轻步兵和骑兵就应去迂回敌军。倘若无法组成密集队形，重步兵就应排成纵深更大的队形，并拉大各行之间的空当，以便我军能够轻松穿过树林地带，或在必要时重组密集队形。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便应派遣轻步兵，在少量重步兵和骑兵的支援下去应对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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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四列纵队行军时侧翼遭遇敌军袭击的展开方法



将军应提前训示全军，若在行军时听到敌军在附近出现的警报，绝不能在激动之下就全军赶向敌军所在方向。重步兵应保持队形，轻步兵则冲向报警之人所在方向。除非收到指挥官的命令，否则那些位于前方的部队不应急于转向侧翼，位于侧翼的部队也不应急于赶向前方。收到警报时，各师应依据情况需要为自己所属的轻步兵提供支援。若轻步兵遭到重压，他们应迅速退回由重步兵组成的主力部队，以免被敌军压倒。只要做好这些准备，步兵便可以在密林或地形复杂之处安全且秩序井然地以侧翼领先行军。至于是四个师还是两个师并列行军，则取决于地形情况。在开阔地区，若各行纵深较大，间距也较宽，则应以横队行军。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在密林地区，标枪兵要比弓箭手和投石手更加有效。正因为这个原因，大部分轻步兵都应接受使用标枪和短矛的训练。与之相比，弓箭手在配合主力战线行动时，以及在丘陵、陡坡、隘路和开阔地形上更加有效。至于标枪兵，则应被部署得尽可能远离主力战线，他们在密林地区极为有效。

我军工事和营地的防卫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将营帐设立在开阔地区。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便绝不能放松警惕。营地必须拥有坚强的工事，并且严加警戒。设立营地时，应避免附近存在地势更高的地方。在全军将所有帐篷都已架好，营地已经设立适当工事，巡逻队也已被派出去展开巡逻之前，不能解散主力部队。所有人都应牢记，号角声是停止前进的信号，军号声则是前进的信号。

我们附加了一些草图，以供大家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本章中所述的各种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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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适合于开阔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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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纵队/单行方阵。最基础的行军队形，适用于狭窄隘路或仅有一条道路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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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纵队/双重方阵。该队形对于密林地区十分重要，可以为轻步兵、骑兵提供避难和重新集结的空间，还可以保护行李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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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纵队/四重方阵。在步兵部队规模较大，地形也适宜的情况下应用普遍。适用于我军希望快速穿越某一地区的情况。该队形也可以使全军更加方便地向前方展开。

二十一、如何利用河流运兵；如何在面对敌军的情况下渡河

战舰、其余船只、各种装备、补给船只、小船以及包括木梁和浮舟在内的架桥资材，都要在事先准备妥当。舰队的组织与陆军一样由团长、师长指挥，其下也要有大批合适的军官来担任营长。每艘战舰都应在桅杆顶部悬挂一面正常的军旗，以标示该舰由哪位军官指挥。若舰队中战舰数量较多，我们应将其分为三个师，每师安排一位指挥官，每位指挥官配有一名号手和若干传令官。在所有船只，至少是战舰的船头上，都应安装小型的弩炮（平时以厚重的蒙布覆盖），用以从远距离上击退敌军进攻。另外，船上还应安排优秀能干的弓箭手，为他们准备的作战位置也应用掩体加以保护。舰队起航之前，应确定所有未来营地的地点，战舰在航行时也应该依照事先安排好的队形，按照各师编制依次进发。抵达预定地点并确定所有人员安全后，舰队才能向下一个预定的营地位置前进。由于并非所有战舰都能搭载帆索或其他重型设备，因此我们应将所有搭载了这些物资的船只集合在一起，并像对待陆地上的行李纵列那样，为它们指派一名指挥官。为避免较重的船只无法按时抵达营地，各预定宿营地点之间的距离也不应太远。重型船只应与战舰一同宿营、起航。航行时，它们跟随在战舰的后方，另有少数战舰位于其背后，负责保卫这些重型船只。若我军必须在附近存在敌军的情况下，在陆地上宿营，那么就一定要在营地四周设立好坚固的工事，以阻挡敌军可能在夜间发起的奇袭。当海战临近，敌军船只已经列好战线准备作战时，我军应将所有船只平行排列成一条战线，间距仅限于确保各舰不会互相阻碍、相撞，划桨也不会互相妨碍即可。前进时，各舰应保持齐平。舰队的战线长度应足以覆盖河流中可以通航的全部宽度。再强调一遍，我军船只应组成一条宽广的正面，只有那些无法列进第一线的船只，才应被排列在距离前方战线一箭距离的第二线或第三线之中。

陆军尝试攻占有敌军守卫的河流对岸时应该架设桥梁。首先我们要在己方一侧的河岸上收集包括大型独木舟在内的木材，若我军已经提前准备好木材和浮舟，我们便应开始在浮舟上架设木梁、木板以建成桥板。当架设的桥梁逐渐延伸到距离对岸一箭距离之时，舰队应将那些安装有弩炮的战舰以及其他所有安装了弩炮的船只派上前去，扫清对岸敌军。通过这种方法，浮桥便可一段一段地安全建造，并一直延伸到对岸。我军占领两侧河岸之后，便应开始在桥头，尤其是敌军一侧的桥头周围用木材、砖头或干燥的石材建造箭塔。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应先挖掘好供步兵使用的坚固壕沟，并在其中布置弩炮。只有这样，箭塔才能不受干扰地建造完成。以上所有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包括骑兵和行李纵列在内的陆军才能过河。

二十二、建立设防营地

车仗应环绕宿营地停放，在紧急情况下，若地面条件允许，车仗还应被半埋在土地中。在车仗外侧，我军应挖掘一条五尺到六尺宽、七尺到八尺深的壕沟，挖出的泥土则应堆在壕沟内侧。在壕沟以外，我军还应撒上铁蒺藜，并挖掘一些小型的陷阱，在其底部装上削尖的木桩。铁蒺藜和陷阱的位置必须告知全军，以免士兵们误入其中受伤。在营地四周，应开设四个公用的大营门以及一定数量的小门，由驻地距离营门最近的部队指挥官负责保卫其安全。轻步兵的小帐篷应布置在营地内紧邻车仗之处，其内侧留出三百至四百尺的空地，再往里才是其他部队的帐篷。这样一来，敌人从营外向营内射箭时，其箭矢便无法飞至营地中间的士兵那里，而只会落到空地上。营地中应开辟两条以十字形交会于营地中央的宽阔道路。其宽度应为四十或五十尺，道路两侧设置互相间隔较小的成排小型帐篷。各师师长应将营帐设立在手下部队驻扎区域的中央，将军的营帐则不应架设在十字路口的中间而被安置在路口旁的一侧，以免妨碍交通，将军本人也可以避免被身旁路过的士兵所打扰。若骑兵也驻扎在营地内部，则他们应被部署在中央，而不应被部署在边缘地带。

一位护民官越是能干，其部队越应被部署在营门附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从日落解散号令之后至起床号吹响之前，任何人不会不经将军允许就进出营地。若骑兵驻扎在营地以内，我军应该特别留意夜间巡逻的安排。

各师师长的营帐中应始终有一名传令官执勤，各营的护民官也要各自派遣一名传令官去师长的营帐之中待命，以便加快命令传至全军上下的速度。

号手们应随将军一同行动。夜幕降临时吹响三声军号，以此作为各部队停止作业的信号，之后士兵们便应食用晚饭并咏唱圣歌。将军应派遣手下部分亲兵去视察警卫的情况，确保士兵们在营地中保持安静，就连大声呼喊战友姓名也不允许。保持营地的安静会带来不少好处。举例而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潜伏在营地中的敌军间谍。相反，过多的噪音会带来不少麻烦。应严格禁止士兵在营地中跳舞或者拍手，尤其是在解散号令下达之后。这些行为不仅混乱恼人，还会浪费士兵的精力。军队即将开拔时，应在前一天晚上便将命令下达给各部队。到预定日期黎明之时，吹响三声号角之后，全军便开始出发。各部队依照顺序走出营地，重步兵领先，其后则是车仗。

铁蒺藜的使用十分关键。若地面过于坚硬无法挖掘壕沟，或是宿营时天色已晚来不及挖掘壕沟，我军便应按照合理的方式布置好铁蒺藜，使其能够发挥同壕沟一样的作用，保护好营内的军队。

古时的学者们曾记载过许多种营地和壕沟的形状，但笔者在此只推荐四边形的长方营地，这种营地建造简单，而且容易维持良好秩序。拥有宽广正面或位于高地上的营地，相比位于平地或山坡上的营地，更能使军容显得威武。因此，如果将军想要震慑敌方侦察兵，我们就应选择一片正面开阔的地区来宿营，如果当地还拥有军队所需的给养，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应选择健康、干净的地点来宿营，不过，除非当地的气候和补给条件能给我军带来优势，否则我们就不应在某处停留太久。不然的话，疾病就有可能在军队中蔓延开来。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由于恶臭会令人不适，士兵们不应在营内排泄，而应到营外去方便。在军队因某些原因必须在某地停留一段时间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

战况危急之时，我军应选择一个有小河流经营地中央的地点来宿营，以方便军队取水。若军队临近一条大河，便应将营地的侧翼倚靠在河岸上，利用河水保护军队侧翼。

骑兵驻扎在营内时，将军应特别留意夜间巡逻的安排情况。

若营地附近有一条宽度较大的河流，骑兵不应选择在营地上游饮马，不然马匹的践踏会导致河水变得浑浊，无法再供其他部队使用。与之相反，骑兵应选择在营地下游饮马。若河流较小，则应使用水桶来饮马。倘若将马匹带到河流旁边，它们只会搅乱河水。

接近敌军之前，我军应尽量避免在河流附近宿营，骑兵部队尤其应注意这一点。若马匹和士兵习惯于每天饮用大量饮水，一旦来到无法方便取水的战场上，他们便会感到无法忍受，导致士气低落。

接近敌军之前，骑兵不应与步兵一起混杂在工事内部宿营，而应留在距离营地不远的外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面对营内的拥挤情况，巡逻队也不会在发现敌军间谍时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发动攻击。不过我们也应提前数日就计算好，在情况要求骑兵必须驻扎在营内之时，他们需要多大的空间，他们的营帐又应该如何布置。接近敌军之后，骑兵应与步兵一同进入营内，驻扎在为他们专门划分好的固定区域内。会战即将到来时，将军应花费一些心思，尽可能将营地设立在易守难攻之处，并准备好可供几天使用的给养。不仅是士兵们所需的食物，可能的话还要为牲畜准备好草料，以供战斗失利后坚守营地时使用。最为重要的是，将军必须特别注意，我军应如何从营地中阻止敌军对于水源的攻击。

若战场位于一块宽广的开阔地区，将军应尽量尝试用河流、湖泊或其他天然障碍物来掩护自己的背面，同时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地，并让行李纵列以齐整的秩序伴随作战部队一同行动。若地形复杂崎岖，我军便应将车仗和其他行李留在营地之中，并留下少数车夫作为警卫，同时作战部队则应在营地附近的合适地点排布战线。如果营地附近地形极为崎岖，那么这种复杂地形本身就能够为我军主力部队提供保护，尤其在敌军由骑兵组成时更是如此。在这种地形上，如果车仗仍然伴随军队行动，它们不仅无法为军队提供任何帮助，就连自己的行动也将会陷入极大困难。

对于那些用来拉车的挽牛我们也应加以注意，无论是伴随军队行动时，还是单独停留在某处时，挽牛都不能被敌人发出的噪音，或四处飞落的箭矢吓坏，进而导致纵列发生恐慌，扰乱战线。挽牛应被捆住四蹄，这样即使某些挽牛被箭矢射伤，它们也不会给步兵造成混乱。也正因为如此，挽牛不应被布置在距离步兵太近的位置上。

在我军需要支援某处遭到攻击的阵地，或需要快速占领某地时，由于车仗会拖慢行军速度，使军队无法及时到达目的地，因此应将它们留在某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由步兵自行带着给养继续前进。此时我们也应做好安排，征用当地的骆驼或者马匹来为步兵驮运行李。宿营时，步兵应以惯常的方式来挖掘壕沟，在四周布置铁蒺藜，并在壕沟以内修建一道环绕营地的围墙或木栅栏。围墙能够提供和车仗一样的保护，同时也不会拖慢行军步伐或带来车仗常有的那些麻烦。

若军队中骑兵的比例很大，步兵数量很少，而将军又决定将行李纵列留在营内，此时我军不应将所有步兵都留在营内。一部分步兵应被安排在营地外执行警戒任务，其余步兵则应排成战斗队形守卫营门和壕沟。这样一来，如果骑兵在单独作战时被敌军击退，这些步兵也可以为其提供掩护，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或者至少也能保护着骑兵以整齐的秩序进入营地，而不至于被敌军挤压着拥挤在营门处陷入危险。

二十三、关于会战当日，步兵将军应考虑的事情

若敌军骑兵数量众多，超过了我军骑兵，而我军又没有行李纵列伴随，我军就不应该在开阔平整的地形上排布战线与敌军作战，而应选择在崎岖复杂的地形，如沼泽、岩地等不平整或植被茂密的地方作战。

将军应花费一些精力将巡逻队安排妥当，以保护我军后方和侧翼不受敌军攻击。

我军应额外将一部分重步兵部署在车仗的两侧和中央。这样一来，如果敌军计划在我军车仗、步兵战线或骑兵之中制造混乱，这些部队就可以在必要时提供支援。

我们不应投入过多骑兵参与步兵战斗，而应仅限于战线两侧的那部分骑兵。参与步兵战斗的骑兵人数不应超过三千至四千人，再多的话反而会给我军造成危险。这些骑兵必须素质精良，人人都应身着铠甲。时机到来时，他们还承担着攻击敌军撤退部队的任务。

在敌军由骑兵组成，且不愿与我军步兵进行会战时，如果我军骑兵足够强大，而步兵又比较薄弱，则我军就应以三个骑兵师组成正面，步兵战线则以严整秩序跟随在骑兵后方一到二里之处。同时还要向骑兵下令，要他们不得远离步兵超过上述距离。骑兵被敌方击退时，要从步兵战线的两侧退至其后方，而不能迎着步兵的正面撤退，否则只会把步兵战线冲散。

会战当日，将军必须确保步兵战线不需要前进太长距离，从营地开始算起最多不能超过两里，否则步兵便会因盔甲的重量而疲惫不堪。若敌军拖延会战，我军应让步兵坐下休息，等待敌军接近。天气炎热时，还应让他们摘下头盔来透气。在这种情况下，步兵绝不能随身携带葡萄酒，因为酒精只会让他们更加燥热，思维迟钝。与之相对，我们应在车仗中准备好饮水，需要喝水的士兵则要留在自己的阵位上，由别人将水递给他们。

二十四、护民官/步兵营长需要了解的队列操练命令

传令官应高声喊出如下命令：“注意听从命令，不要扰乱战线。目光集中在军旗之上。任何人不得脱离战线，以整齐有序的队形攻击敌军！”士兵在前进时应以冷静沉默的态度稳步前进，并将长矛竖起。他们应熟悉在一声口令或一个手势的命令下，或前进或立定，又或是在“出列”命令下将行列疏开，拆解各行。士兵们应以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一段距离。若步兵营正面不够平整，指挥官应下令“拉平正面”。若想要减小或收紧队形纵深和宽度，则应下达“密集队形”的命令。在与敌军接战前，指挥官还应下达“组成龟甲阵”的命令。士兵们平时应使用棍棒或不开刃的刀剑练习一对一白刃搏斗。另外，在军中一人受命高喊“愿主保佑”的时候，其余人都要回应“赞美上帝”。

第二种操练方式：

若要组成双重方阵，指挥官应下令：“单数兵站在原地，双数兵出列。”指挥官若想让双数兵从行列右侧出列，还应下达“向右侧出列”的命令；若想要让这些人从左侧出列，则应下达“向左侧出列”的命令。指挥官下达“归队”命令后，出列士兵便应回到各自原有的位置上。若要组成双正面的防御队形，指挥官应下令：“面向前后！”指挥官在命令战线调整方向面对左翼或者右翼时，若转向右翼，应下令：“转向右翼！”若要转向左侧则下令：“转向左翼！”在延长战线宽度时，指挥官若想要向右延伸战线，应下令：“向右延展！”若想要向两侧延伸战线，则应下令：“向两侧延展！”若想要在步兵各行深度为八排或四排时将阵型纵深加倍，应下令：“入列！”若想要让士兵原地转向后方，应下令：“原地后转！”

将军应向护民官下发有关这些队列动作的书面规定，师长也必须知晓这些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关于营地的图示

必须注意的是，车仗外侧所画的线条代表壕沟。铁蒺藜在图中以字母“∧”
[11]

 代表，营地中间的符号代表帐篷。十字形的主路应为五十尺宽，车仗周边则应留有二百尺的空地。铁蒺藜外还应再挖掘一条壕沟，这样一来，驻扎在营地内的士兵或牲畜就不会在不知不觉间被铁蒺藜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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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如何在猎杀野兽时避免重伤或者意外

让士兵花些时间狩猎是极为有益的，狩猎不仅能让他们变得更加机警，让战马有机会得到锻炼，还能让士兵们得到一些军事战术的实战经验。通过在一年中合适而且方便的时间不断练习，使自己熟练掌握各种战术，对士兵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此过程中，那些缺乏经验的士兵也可以很容易地积累经验，必然会出现的错误也可以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得到纠正。造物主创造了那么多机智、迅猛的野兽，让它们由自己的头领带领着在大地上奔跑。因而我们在攻击这些野兽时，也必须使用某种程度上的战术和战略。

狩猎时的队形纵深不应太大，否则其正面就会太窄，无法覆盖足够空间来有效地包围猎物。但同时队形也不能疏开得太过分散。若士兵间隔过大，猎物就会从空当之间溜走。在平整开阔的地区，狩猎阵线最多只能延伸七里或八里的长度，不能更多。在相对平整但植被茂密的地区，阵线长度还应更短一些。

编组队形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虽然可以为骑兵的纵深设置一个上限，但在实际狩猎时还是应以宽松为上，以免士兵们互相碰撞或导致各行混在一起。在每一里的宽度上，最多只能允许排布八百或一千名骑兵。

在狩猎之前一天，应派出少数侦察兵去搜索猎物，同时仔细检查地面情况。各部队指挥官也应向手下士兵们发出相关命令。战线编组完成之后，所有人都应以整齐的秩序安静行进。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离开其被指派到的位置，即使遭遇了特别复杂的地形也还是一样。任何人都不能在不应加速行动的情况下催马奔跑，或是在不应射击时拉弓放箭。不过在最终射杀猎物的阶段，第一个接近到弓箭射程之内的人应立刻在不脱离行列的情况下射杀猎物。之后，由一位传令官将已死的猎物交给营长，其余任何人都不得触碰猎物。若因为大意导致猎物逃走，有过失的那位士兵便应受到惩罚。

除带着传令官的师长，以及带着传令官的营长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冲到战线前方。师长应沿着属下骑兵师的正面布置数位传令官，以便及时把将军的命令传达给士兵们，或是及时上报侦察兵的报告。营长应负责保持手下骑兵营的正面齐整。

狩猎当天，军队应在第二个时辰之前出营开始行动。士兵们应使用弓箭等轻型武器，那些不擅使用弓箭的人则应携带投枪。部分侦察兵应先行去观察猎物，其余侦察兵负责引导军队前进。接近到距离猎物三至四里之后，军队应在一处地形合适，且四周都有障碍物掩蔽的地方列成战线。我们之所以不能在距离猎物更近的地方排列战线，是因为野兽们的感觉十分灵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迅速察觉到士兵的气息，随后便逃之夭夭。军队应分成左、中、右三个部分组成方阵队形，侧卫则位于比战线稍稍靠后，但仍十分接近两翼的位置。如前所述，依据军队的兵力、地形情况以及战线所需覆盖的宽度，各行纵深可以是四排、两排，甚至是一排。侦察兵与主力会合之后，便负责引导战线侧翼的部队，这些部队担负着包抄猎物并将其彻底围住的任务。狩猎开始时，战线应以普通的方阵队形向前推进，接近猎物至视野范围之内后，两翼趋前包抄，使战线形成一个新月形状。之后新月的两个尖角逐渐互相接近，最后会合在一起，将猎物彻底包围在战线之中。

若狩猎时风力较强，上风一侧的部队应在距离猎物较远的地方行动，以免野兽察觉他们身上的气味，在军队完成合围之前便逃之夭夭。若猎物在被合围之前便已经有所警觉，并试图从两翼之间的空当奔逃而去，则我军两翼就应该以纵队加速前进，直到会合为止。只要新月的两个尖角能够交会，封锁住二者之间的空当，猎物就会被赶回到骑兵战线的包围圈内。切断猎物的逃跑路线之后，已经交会的两翼部队应继续前进，右翼位于包围圈内侧，左翼位于外侧。随着两翼不断收紧包围圈，猎物也将被逐渐赶往包围圈中央。在两翼已经围着猎物所在区域绕行四次或更多次数之后，被骑兵团团围住的包围圈周长将被缩小至一到二里。此时猎物已经唾手可得，同时包围圈的直径也足以确保马弓手在射箭时不会伤及友军。

若军中拥有步兵，在按照上述行动封闭包围圈之后，步兵就应该带着盾牌进入包围圈内，并在骑兵前方将盾牌互相连结起来。以免包围圈内的小个野兽利用骑兵之间为避免碰撞留出的空当逃走。若军中没有步兵，那么就应从外圈的骑兵中抽调一部分，让他们依照上述方式列好队形。

在此之后，将军应亲自指派合适的军官或士兵从马背上射杀猎物。除将军指派的那些人外，任何人不得骑马接近猎物。若天色已晚，步兵们就应该举着互相连结的盾牌继续缩小包围圈，直至猎物被围在几乎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按照上文所述的办法完成所有行动之后，若抓获的猎物具有一定价值，就应将它们平均分配给各营。如此一来，在各营享受辛勤果实的同时，全军的士气也会为之一振。若猎物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则应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如果侦察兵、间谍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也应分得一份奖赏。

狩猎时的队形同样也可以在军队进出营地或行军时使用。这种队形不仅适用于我军已经提前仔细侦察过野兽情况时使用，同样也适用于捕杀那些在我军行军时因与我军不期而遇而惊慌逃跑的野兽。狩猎队形与西徐亚人使用的战斗队形十分相似，只是行动速度要更慢一些，战线覆盖宽度也要更大。事实上，第一次练习这种队形的部队，并不应该进行真正的狩猎行动。由于缺乏经验，士兵们必然会犯下一些错误，导致猎物逃跑，而由其带来的劳累和辛苦很可能会导致士兵们认为这种队形根本毫无用处。与之相反，我军应先指派少数骑兵去扮演猎物，这样主力部队便可以用这些人作为参照物判断距离，进而轻松学会如何展开包围机动。

另外还有一种狩猎方法。在我们看来，这种狩猎方法能够更轻松、快速地抓捕猎物，而且只需一小队骑兵即可完成。在侦察兵已经事先找到猎物所在位置的情况下还要更加容易。在狩猎前一天，军队应被分成五个支队，其中一个支队拥有全军三分之一的兵力，位于中央；两个支队分别拥有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位于两翼；最后两个支队则分别拥有全军十二分之一的兵力，作为侧卫。军队在接近到预定地点之后，侦察兵应作为向导，带领部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猎物赶向中央支队，而不能赶向两侧。中央支队应列成方阵队形，组成全军的正面。其侧后方则是左翼支队及其位于左侧后的侧卫，以及右翼支队及其位于右侧后的侧卫。侦察兵此时应来到两翼的顶点，也就是侧卫所在位置，继续承担其向导的职责。此后中央支队以横队停止前进，其余部队则从其两侧平行向猎物推进。在其余各部队冲上前去之后，中央支队也应立刻紧随其后。这一行动的结果便是全军组成了一个与两翼突前、中央稍微拖后的正规战线相似的阵型。当侧翼顶点超越了内侧猎物所在位置，几乎将其包围在中央之后，侧卫部队应加快步伐，以纵队从两侧向内前进。此时全军阵型会形成一个四边形，两支侧卫在会合后便能封锁住该四边形的最后一条边。将猎物彻底包围起来之后，四面的各个支队应逐步接近，收紧口袋。两翼支队应沿着侧卫部队的内侧向内压迫，同时中央支队也应跟着向前压迫。侧卫同时也应以相同方式收紧自己所在的一边。两翼支队则要与他们配合，以免与侧卫脱节，导致猎物从空当中逃跑。包围圈闭合之后，应将猎物赶往一处适于射杀的地方。在此之后，包围圈的两边应停止前进，在原地维持整齐的密集队形。另外两边的部队则应继续收紧队形或加倍纵深，面朝对方所在方向相对行军，直到二者距离缩小到三至四箭为止。此后另外两边开始以相同方式行动，向中央收紧队形。当猎物被限制在这处空间之后，骑兵们便可以用弓箭对其射击。这种队形在军队出营时即可编组完成。如前所述，中央支队在前行军，两翼支队在接近猎物前跟在后方。直到全军来到一处距离猎物三至四里、适于排布战线的地区时，便可展开上述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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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狩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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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狩猎方法



此外，还有一种可用更少骑兵进行狩猎的办法，而这种方法也是西徐亚人所乐于使用的。骑兵被分为五人或十人的小队，各小队中应以马弓手居多。这些小队分散开来环绕在猎物所在区域外围，狩猎开始后，各小队尽可能快速地向内推进，同时立刻开始对猎物展开射杀。但是，这种狩猎虽然办法更加刺激，并且还能让士兵得到更多个体性的练习机会，但由于这种骑行对于年轻士兵而言十分危险，还会导致马匹劳损，因而很容易出现差错。




[1]
 译注：所谓“飞镖”，就是一种较短的小标枪，其长度在三十至四十厘米左右，由金属制成头部，尾部装有箭羽。重步兵通常会将飞镖保存在盾牌内侧的卡扣上。


[2]
 译注：步兵中的“卫队”与骑兵中的“战队”相当，是因沿革原因而出现的对步兵营的另一种称呼。


[3]
 译注：龙旗为一种形似飞龙的军旗，在木制或金属制的龙头标志后方加装了布制蛇形飘带。手持这种军旗的士兵被称为龙旗手。


[4]
 译注：此时的鹰旗手，已不是原先罗马军团中负责高举鹰徽的军团旗手，而只相当于上级的执行官。


[5]
 译注：莫里斯所描述的这种“军团”，并不是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早期那些人数在四千到六千之间、使用三线战术、每线纵深为十人的罗马军团。这种二百五十六人一营，每列十六人，所有步兵营都被排入单独一条战线的编制所指代者显然是马其顿军事体系中的方阵步兵。而分为四个部分、总计拥有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名重步兵的战线，也与马其顿人的“四倍方阵”（Tetraphalangi）完全一致。莫里斯可能从希腊史料中读到了马其顿方阵步兵的编制，并将其与罗马军团混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融合以及希腊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后期罗马帝国学者笔下的“古人”，事实上既包括了罗马人，也包括了希腊人。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很多原本意义不同的词汇也被对应了起来。因此，莫里斯在此处所说的“军团”，也有可能指代的就是步兵军队，而非特定的罗马军团。


[6]
 译注：这是因为在拆分行列时，会由双数排的士兵出列组成新行，而不是直接将各行前后拆开。在十六排纵深的行被拆分成八排纵深的两行时，原先第一、第二排的士兵会位于首排。再次拆分为四排纵深的四行时，原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排的士兵便位于首排。队尾的情况也与此相同。


[7]
 译注：因为其投掷方式会干扰重步兵的行动。


[8]
 译注：按照莫里斯的描述，重步兵装备的大盾、可投掷的长矛，以及这种先投枪再拔剑进行近战的作战方法，都与晚期罗马军团步兵十分相似，但其使用的队形却与希腊方阵更为接近。事实上，军团步兵自3至4世纪之后，就因为兵员素质下降，无法再应用传统的军团三线战术，而逐渐变回了更加古老的方阵队形。


[9]
 译注：在车仗跟随战线来到战场的情况下，可由那些安装了弩炮的炮车来保护后方。


[10]
 译注：莫里斯所描述的这种安排，是一种四个师组成一个纵队的行军方式，从前至后分别为右翼师、左翼师、左中师和右中师。作战时右翼师各单位顺次右转，前进一段距离后展开战线；后方的左翼师则在前进到与其齐平的位置后，左转前进一段距离后展开；左中师紧随左翼师展开；最后的右中师则在前进至与其余各师齐平的位置后向右转，前进到与右翼师左端相接的位置，完成整条战线的展开。具体行动方式可见本页附图。


[11]
 译注：希腊字母“∧”相当于拉丁字母中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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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图尔斯坦·巴塞特-珀威尔（Thurstan Bassett-Powell），

作为一名英国皇家炮兵军官，

他曾在1939—1945年与最后的普鲁士军队作战。








声明

为了完成这本书，我花费了数年时间。在此期间，向我伸出援手的个人或学术机构颇多。其中，拉施塔特（Rastatt）博物馆的温菲尔德·孟什博士（Dr. Winfried）、柏林（Berlin）军械库的艾蕾娜·布罗宁斯基（Elena Brosninsky）、皇家炮兵博物馆、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安妮·S. K.布朗”图书馆（Anne S. K. Brown Library in Providence，Rhode Island，USA.）的彼得·哈灵顿（Peter Harrington）等都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与信息。他们给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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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将完成本书的时间推迟了近一年，在此期间，笔者得以造访恺撒征战的地区和许多古战场。此举是撰写这个题材明智的先决条件。熟悉了地形后，笔者对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述有了相当不同的理解。虽然在史学著作中，恺撒的几部《战记》
[1]

 是最详尽、生动的作品，但如果没有合适的地图，即便进行潜心研究，也只是肤浅而不是专业地理解其奥义。从吉夏尔（Guischard）
[2]

 和蒂尔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
[3]

 精巧细致却又牵强附会的时代起，关于地形的描述和地形图就被一个又一个的作者辗转传抄，而大部分作者都没有身临其境去勘测地形，许多错误因此广为流传。笔者希望本书能避免犯下这类谬误。

我们对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深怀感激，因为他资助了我们，支付了系统性挖掘遗址及从事地形和军事研究的费用，这些研究最终在他自己和斯托费尔（Stoffel）
[4]

 上校关于恺撒的著作基础上臻于完美。至于斯托费尔上校，我们很感谢他提供了当今最优秀的军事历史资料。笔者免费使用了他们的资料，虽然笔者实地考察了恺撒的所有战役旧址，但若想寻求比斯托费尔上校长期而准确的研究成果或拿破仑的考古工作更棒的结果，那将是冒失之举。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能与这些杰出的人士的观点达成一致，本书中也没有过多地打算以这些历史资料为依据。尽管缺少拿破仑三世和斯托费尔的大地图所拥有的细节准确性，本书的插图依然能满足所有要求，它们配在文字中能帮助一般读者理解相关内容，能起到单行本的大地图册无法达到的效果。

这本关于恺撒的书依照各部《战记》的叙述编撰，在需要的时候引用了《战记》原文，并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它们的古雅文笔。凡是没有指出史料来源的引用文字，一律摘录自各部《战记》。因为不时需要使用古代名词的写法，所以笔者并不拘泥于现代的写法，而是酌情相互换用。

本书自我定位为一本恺撒的军事史。如果读者想获取关于他在国家管理和个人生涯方面清晰而精彩的论述，或者关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需要阅读其他著作。不过，罗马历史领域的某些最上佳的作品却满纸军事上的谬误，即便是蒙森（Mommsen）
[5]

 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俗。在所有自我设定为涵盖恺撒所处的那个世纪的复杂政局和引人入胜的社会状况的史书中，关于军事事件的记述失于简短和肤浅。笔者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

本书中的很多段落的技术色彩很浓，恐怕难以使普通读者感兴趣，不过对追溯这个时代的战争艺术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恺撒的军事生涯方面，我们掌握的资料浩如烟海，使我难以把应该说的话压缩在本书的篇幅之内。不过，笔者相信本书没有遗漏任何值得一提的内容。笔者将关于罗马帝国时代的战争艺术史内容削减到非常有限的程度，尽管这个时期战争频繁，却缺少章法，可以这样说，即使整体砍掉从恺撒到火药发明的这1400年时间，也不会实质上改变伟大统帅们的传记的总体范围
[6]

 。

某些评论似乎过于吹毛求疵。笔者的观点可能并不符合所有人的看法，但也希望读者至少能承认笔者有资格这样说，笔者对古代作者及最好的现代评论家的作品进行了仔细研读，更不要说笔者还实地考察过。笔者认为，除了斯托费尔上校，自己是在这个领域中唯一周游地中海盆地，全面考察过恺撒足迹的人。

我们了解恺撒这位统帅的主要文献是：恺撒的几部《战记》、西塞罗（Cicero）
[7]

 的演讲，还有狄奥·卡西乌斯（Dion Cassius）
[8]

 、普鲁塔克（Plutarch）
[9]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10]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
[11]

 的作品。最出色的评论家是吉夏尔、蒂尔潘·德·克里塞、拿破仑一世、洛绍（Lossau）
[12]

 、戈勒（Göler）
[13]

 、吕斯托（Rustow）
[14]

 和拿破仑三世，尤其是斯托费尔上校，对于他的毕生研究工作，无论怎样好评都不过分。




[1]
 译注：恺撒的《战记》共有五部，包括确定为恺撒撰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归于恺撒名下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



[2]
 译注：卡尔·戈特利布·吉夏尔（1724—1775年），军事作家，著有《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记忆》等。



[3]
 译注：蒂尔潘·德·克里塞（1782—1859年），法国作家，著有《恺撒述评》等。



[4]
 译注：欧仁·斯托费尔（1821—1907年），法国军人、考古学家、作家，他曾与拿破仑三世合著《尤里乌斯·恺撒的历史》。



[5]
 译注：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年），德国历史学家，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罗马编年史》《罗马铸币史》《民法集》《罗马公法》《罗马刑法》《罗马史》等。



[6]
 译注：大意是从恺撒身后到火药发明的1400年间，没有涌现过伟大统帅。



[7]
 译注：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国家》《论法律》《论演说家》《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等。



[8]
 译注：狄奥·卡西乌斯（150—235年），古罗马政治家与历史学家，著有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罗马王政时代到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著作。



[9]
 译注：普鲁塔克（46—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



[10]
 译注：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约69—约122年），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



[11]
 译注：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约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历史学家，著有两卷本的《罗马史》。



[12]
 译注：康斯坦丁·冯·洛绍（1767—1848年），普鲁士将军，军事家，著有《拿破仑战争的特征》等。



[13]
 译注：戈勒·冯·拉芬斯堡，著有《高卢战争时期的恺撒》。



[14]
 译注：威廉·吕斯托（1821—1878年），普鲁士出生的瑞士军事作家，著有《尤里乌斯·恺撒的军队与战争》等。








第一章


马略和军队改革（公元前110年至前86年）

罗马人战胜希腊（Greek）方阵的军团，在与汉尼拔（Hannibal）的作战中英勇地承受了可怕的损失，他们怀着百折不挠的勇气一次又一次面对被消灭的命运，直至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耗尽元气，最终放弃了意大利。这支军队与恺撒麾下士气高涨的军团截然不同，而后者在恺撒的指挥下威震罗马人了解的全部世界。令人称奇的是，恺撒的军团编制更接近希腊人的“单一方阵”，而不像由公民兵组成的精良部队，后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面对战场灾难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得这场战争在罗马的勇气和智慧史上永垂不朽。恺撒的排兵布阵与汉尼拔在战争后期的历次战役中的差别小于与马塞卢斯（Marcellus）
[1]

 或尼禄（Nero）
[2]

 的军团的差别。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阿斯库卢姆（Asculum）
[3]

 、赫尔多尼亚（Herdonia）
[4]

 和扎马（Zama）
[5]

 ，汉尼拔将部队的方阵步兵排成两条或三条战线。至于恺撒的军队，恺撒在所有战役中也把步兵支队部署为梅花形和棋盘形，这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典型部署类似，有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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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军团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军团，是由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
[6]

 划分的等级而服役的公民兵组成的一个团体。这种兵役更倾向于被认为是特权而非义务，受到保护。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自由人（burgess）才被允许服役，那些财产不足12500阿司（ass）
[7]

 的公民没有服兵役的权利。他们是无土地财产者（proletarii），即只有少量财富的人以及无产者（capite censi）——他们无足轻重，几乎只能滥竽充数。

因此，军团的兵员是由最高阶层的人组成的，起初武器和军团中的地位也是根据等级而定，后来根据服役时长而定，所以最年轻的士兵，也就是从17—25岁的人担任轻步兵（velite）；25—30岁的人担任第一线的重步兵，也就是青年兵（hastati）；30—40岁的人担任第二线的重步兵，也就是壮年兵（principes）；而40—45岁的人担任第三线的预备兵（triarii）。

轻步兵充当散兵。每名士兵占据的空间大约是1.5米见方
[8]

 。组成青年兵和壮年兵战线的步兵支队有120人，正面每行12人，纵深10行，2个步兵支队之间的距离等于支队正面的宽度。战线间相隔约75米，壮年兵支队站在青年兵支队间隙的后方。预备兵步兵支队只有60人，站在壮年兵支队间隙的后面。

三条战线都由10个步兵支队组成，因此每条战线分别有1200名青年兵、1200名壮年兵和600名预备兵。另外，还会增补1200名以上的轻步兵，使每个军团拥有4200名步兵，其中3000人是重步兵。

每个军团有300名骑兵部署在侧翼。轻步兵通常部署在预备兵的间隔之中。本书中关于汉尼拔的那一章将详尽说明阵型的细节。

实战证明，这样的机制拥有异乎寻常的机动性和能力来应对意外情况，组成军团的完美兵员所具有的严明纪律和高度的团队精神，理所当然地让军团成为一支无与伦比的军队。公元前3世纪的数次战争证明了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它的战斗力达到了巅峰。

恺撒时代的军团主力是个截然不同的团体。国家和军队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了兵役事务，进而对军团也产生了影响，内战时期还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恺撒继承的军团的样式完全不同，它与马塞卢斯、尼禄和西庇阿（Scipio）的时代大相径庭。

相比于作为统帅的成就，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因性格粗鲁、古怪以及在政治领域的成功和失败而令人惊叹，在历史上留下了更引人注目的印记。虽然马略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干练领袖，为罗马在色克蒂留斯泉（Aquae Sextise）
[9]

 取得的战胜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的战绩意义重大，不过令他在军事历史上的地位更加崇高的原因是他对罗马军队的改革，而不是在战争艺术方面的其他贡献。

当罗马共和国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开始支配罗马公民的思想和行动时，军队也会受到它的不良影响。内战可悲地重创了罗马人的军事节操，盖乌斯·马略是第一个对军队的品质给了当头一棒的人。在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塞尔维乌斯国王留下的许多措施发生了变化，或是得到了显著改进。对公民享受服兵役特权的最低财产要求降到了4000阿司。军团的装备不再根据财产，而是如上文所述那样按照服役年限而确定。财富和奢侈已经取代了质朴的古老习俗。有产者们逐渐倾向于逃避兵役，而无产者们则发现，当兵是提升他们境遇的一种手段。在军中打过仗不再是提升政治地位的必要条件。有产者组成的骑兵不再参战，成了一种仪仗队。

富人逃避履行军事义务，导致罗马无法通过号召各个阶级参军这种简单的方式迅速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阿劳西奥（Arausio）战役
[10]

 之后，在需要立即征召大量士兵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罗马新征服的蛮族土地也开始提供骑兵，比如色雷斯（Thrace）的重骑兵和努米底亚
[11]

 （Numidia）轻装非正规部队；另外还有轻步兵，比如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和巴利阿里（Balearic）投石手；重步兵依然由意大利人来充当。

马略给了每个生而自由的平民无论贵贱，平等服役的权利。重步兵，包括青年兵、壮年兵、预备兵都拉低到一个水平线上，由军官们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决定到哪里服役，担任什么兵种。所有重步兵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统一，聘请角斗士担任武器教官来教导新兵如何使用武器，而马略在非洲战争中的最喜欢的战友和同袍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Publius Rutilius）
[12]

 为新军团编制了一套战术体系。

公元前107年，作为一个平民的儿子，马略获得了执政官的头衔，他发现了自己在组建军队上的优势——兵员不是来源于自高自大的阶层，而是来自他能掌控的平民阶层，这有助于他获取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后来的领导人，苏拉（Sulla）、克拉苏（Crassus）、庞培（Pompey）都对马略的政策萧规曹随。在这样的领导下，军队很快变成另一种团体，它不再是罗马人勇气、诚实和爱国主义的代表。

在军队中服役不再是一种特权——公民走向荣耀的唯一道路。富有的公民不再认同从军，也忽视了体能训练。填补军队缺额的不再是各个阶层的贫富代表，而是无产者。不久后，各个阶层的人都参加了军队，其中包括罗马的附庸国的百姓、获释奴隶、异乡人和奴隶。罗马甚至渴求招募罪犯，有一次马略还组建了奴隶卫队。有些老兵用服兵役换取土地产权，或是作为留用老兵（evocati）
[13]

 享有特定的特权。

现在，军团并不是被简单划分为罗马军队和同盟部队。在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中，罗马公民权被广泛授予意大利人，军团由罗马人、辅助部队、行省部队和雇佣兵组成。马略的新兵审查就是简单的身材测量和力量评估，社会地位不起什么作用。招募骑兵的方式与步兵类似，大部分的骑兵都来自国外。如果骑士（knights）阶层仍然愿意服役，也只是安置在特殊荣誉的岗位上。古代招募士兵的规则被完全摒弃，所有愿意花钱的人都可以免服兵役，所有体质合格的人也都可以拿起武器投身军旅。

士兵的誓词不再是为共和国效劳，而是向将军个人宣誓效忠。随着罗马不断向外扩张，保持军队长期服役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将军们采取一切方法保证他们的军队不被解散。罗马公民从为了祖国光荣服役，逐渐堕落为底层士兵为了财富而当兵。雇佣兵和常备军替代了志愿兵，取代了仅在必要时才征召的军队。每个被征服的行省都任命了行省总督（proconsul）
[14]

 ，每位总督都拥有一支常备军和辖区内的无限权力，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们获得辖区内的包税权。罗马正在步希腊的后尘。

古代按阶层服役的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军团指挥方式相应的变革。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的古老区分方式消失了，所有部队被分为重装或轻装部队。传承下来的武器和装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军团古老的编制中，通常兵力是4000—6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重骑兵。这一编制被保留；不过在轻装部队方面，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大大增加了，此时轻装部队从被征服的行省招募，他们不再是军团不可或缺的部分。骑兵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都提高了，因为罗马骑兵在从伊比利亚（Iberia）到遥远的东方战场征战厮杀时，通过许多战争学习并仿效了他们认为更好的轻骑兵模式。在重骑兵方面，幅度较小的改进也是有迹可循的。骑兵对步兵的比例从1:10增长到1:7或者更高。

一位执政官所率领的军团数量不再是4个，而是达到了任何指定的数量，有时甚至多达10个，辅助部队、骑兵和步兵则更不在话下。战象和投射武器开始被普遍使用。战场上的军团会部署30架小型投石机和弩炮，每架由10人来操作。与亚历山大时代一样，这些机械不用于野战，而是用于狭窄地段、营地的攻防，以及渡河和其他工事的战斗。

梅花状的军团阵型保留到了马略时代，支队之间的间距依然与其正面宽度相等。不过，当军团不再是由早期那种从年轻时代就为了战争而受训的人员组成，而是逐渐由没有军事素养的新兵组成之时，军团士兵的个人品行和能力就再也无法指望了。不仅如此，随着士兵的素质下降，罗马人在与日耳曼（Germanic）野蛮人和东方民族作战时发现，敌人强行冲进队伍之间的间隔的危险日益严峻。从前，这一困难可以通过把壮年兵提上来填补青年兵之间的间隙或者紧贴着间隙的后方来解决。不过马略引入了另外一种布阵形式，也就是把军团的步兵大队（cohort）排成三条战线。军团分为30个步兵支队，每个支队由2个百人队（century）组成的编制被废止了。大队（cohort）这个词被沿用下来，不过，大队不再是由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各1个支队加上轻步兵和1个骑兵中队（turma）组成的战斗群了；而是由4—6个支队组成，共有400、500或600名军团士兵。起初，部队之间的间隔还有所保留，每个士兵之间间隔1.5米，纵深10行、行间距没有变化；步兵大队有40、50或者60条纵列（file）。
[15]

 不久后，随着军团士兵之间信赖度的下降，步兵大队之间的间距开始减小，各条横队之间的距离增加到9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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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略改革后的军团




此时，这些横向战线被称为第一线、第二线和第三线。第一线有4个步兵大队，第二线和第三线各有3个步兵大队。第二线的3个步兵大队都部署在第一线的各个大队之间已减小的间隙的后方，第三列的步兵大队部署在两翼和面向战场中央。军团的鹰帜（eagle）
[16]

 依然由第三线的第一步兵大队的首席百夫长（primipilus）执掌，每个步兵大队都有自己的特殊标帜（signum）。有些人认为，军团的第一线和第二线士兵被称为旗前兵（antesignani）；第三线的步兵大队中的士兵是最勇敢、最强壮的，不过他们不再是预备兵。

对于阵型的改变，尽管有时还不容易判定，然而确实还有其他变化。10个步兵大队站成两条战线，每条战线有5个步兵大队；或者采用15个步兵大队而不是10个，每个大队下辖2个步兵支队，每条战线部署5个大队。大队下面的纵列时不时地会被拆分和翻倍，组成一个5行纵深、正面宽度翻番的大队，填满战线中大队之间的间隙。终于，在队列间隙逐渐减小的过程中，大队之间连接起来，罗马军团又变回希腊步兵方阵的样式。这种没有间隙的阵型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说，恺撒往往把步兵大队部署为或多或少都留有间隙的阵型。不过，第一战线几乎就是精锐部队的军团也屡见不鲜。古老的梅花阵消失了。这是军团战士间的古罗马爱国主义、纪律和忠诚精神沦丧的必然结果，他们被素质低下得多的人所代替，他们必须被牢牢掌控以便好好工作。最后一点，鹰帜的位置被移动到了第一线，旗前兵这个词还在使用，不过有了特殊含义，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解释。

龟甲阵（testudo-formation）已发展成为巨大的矩形阵型，与对抗骑兵冲击的现代阵型很相似，在罗马的东方战争中频繁使用。在开阔地上，罗马人有时以方阵行进，与布拉西达斯（Brasidas）
[17]

 的方阵——密集方阵（agmen quadratum）颇为相似。马略特别擅长行军的部署，在与朱古达（Jugurtha）
[18]

 的战争中，据说他将各个军团部署为一路纵队。苏拉率领骑兵，曼利乌斯（Manlius）率领投石手、弓箭手和利古里亚士兵在左右两翼掩护主力部队。主力的前、后方是由军事指挥官（military tribunes）指挥的一些以轻装行军队列前进的步兵大队，侧翼部署着大批侦察兵。

在战斗序列中，罗马军团位于中央，辅助部队位于两翼，轻步兵位于主力部队的间隙之中，也部署在侧翼，或者根据需要部署在前方和后方。骑兵开始作为打击力量使用，并以大批数量向敌人发动冲击或者执行保护步兵的任务。它不再像过去一样部署在侧翼。作战方式没有太大改变，不过大战略在迅速发展，直到它们在恺撒的手中达到罗马历史上的巅峰。

这一时期的其他变化恐怕更为重要。独裁官的最高统治权成了各路野心家追求的目标，是他们谋求国家所有权的手段。副将（legates）职务变得愈益重要，他们取得了军团和军队越来越大的指挥权，他们是将官级别的军官。军事指挥官变成了大队指挥官，百人队由百人队长（centurion）指挥。军团还在进行操练和体能训练，不过公民就不用进行这样的练习了。为了不让士兵无所事事和发生骚乱，军队会被派去从事公共建设，尤其是修筑大型军事道路。

内战开始时，恺撒将士兵的军饷翻倍。步兵一天的军饷是10阿司，百人队长是20阿司，骑兵是30阿司，并按照他们的年龄、伙食、武器、装备和马匹进行一定的扣减。

在恺撒时代，军队的纪律和士气正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巅峰，逐步沦落到后来微不足道的水平。勇气和良好的表现依然存在，不过这是以严厉的军纪来维持的。军队时不时会受到冷酷和不公正的处罚，而其他部队受到的惩罚却愚蠢得不值一提。这些部队不再依照法律，而是根据将军的情绪和性格作为赏罚准则。罗马人的辉煌胜利证明许多古老精神依然存在，不过是被截然不同的动机所驱使的。古代对荣誉和国家的热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战利品的贪婪追求和对流血与征服的渴望。这些人不再是罗马士兵，而是将领的私有财产，将领动用一切特别适合下层阶级新兵的手段，将他们与自己的事业捆绑在一起，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有奶就是娘”（Ubi bene ibi patria）
[19]

 成了军队公认的准则，每个将军都能轻易地使他的部队相信他是个好首领。罗马国内的暴乱表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士兵与汉尼拔战争时期的相比，是多么的渺小。

当恺撒的军团发生兵变并要求退役时，恺撒称他们为“老百姓”（quirites）
[20]

 。早期的每个罗马士兵都会自豪地看待这个头衔，因为他是一个公民才能成为士兵。不过恺撒的军团只是士兵，他们不是公民，但在乎成为公民。“老百姓”这个词让他们感到羞愧或害怕，从而让他们选择了服从
[21]

 。

随着军队中的处罚不再依据军法，部队向军人们下发了无功之禄。军人获得的恩宠越来越多。朴素的草木叶子制成的桂冠被昂贵的饰品取代，军官们，后来也包括士兵，不再于夜间从事修筑工事和其他繁重劳动的勤务。盛大的凯旋式变得无足轻重，奢侈品和虚荣取代了传统的朴素，不仅富有的公民如此，军营也有样学样。

虽然士兵堕落，指挥官们的能力却并没有随之消失。更确切地说，由于士兵们的素质下降，将领们的本事在于将他们驱赶上战场。

内战时期，要塞修筑和投射武器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营地的形态没有变化，不过壁垒和工事更加复杂了：壁垒更高、更厚；壕沟更宽，通常都有水；塔楼更多、更大，还有带棚顶的甬道将它们连接起来；防线前方的障碍物更多了；营地，特别是永备营地（castra stativa）变成了要塞。

甚至连战场都要塞化了。苏拉在他的战线之间竖起栅栏，在侧翼挖掘壕沟，在喀罗尼亚（Chaeronaea）
[22]

 战役中开始使用防备敌人的战车。在伊泽尔河（Isère）河口面对条顿人时，马略掘壕固守。罗马人固守着自己的战术，在修建临时工事方面，他们的聪明劲甚至超过了希腊人。

罗马军队的围城战也更加娴熟。在攻城战中，希腊人惯于用吊杆将部队吊到敌人壁垒上。包围城镇的部队包括两条步兵战线和一条骑兵战线，他们在盾车和龟甲阵的掩护下逐渐收紧包围圈，直至迫近到城墙边。这种由盾牌构成的可移动龟甲盾阵推进得到广泛采用，效果不错。

反包围和包围战线比往昔要专业得多。土山曾在希腊使用过，现在使用的比例大幅增加了。苏拉在马萨达（Massada）修筑的土山高达87.3米，上面还有其他建筑和47.3米高的塔楼。

罗马军团还会灵活地使用地道战术。苏拉在雅典（Athens）表现出了他的特殊才干。盾车、龟甲阵、攻城塔、冲城羊头锤（ram）都投入了战斗。投石车和弩炮一直在使用中。大型投石机在水平方向上的射程是600—1200米
[23]

 。小型投石机（scorpio）能将重矛发射450—750米。前者用在围攻战中，后者用于野战，还可以发射点燃的投掷物（falerica）。大型弩炮可以把石头投掷出600—900米，弹道与迫击炮相似，用于围攻战。小型弩炮（onager）则用于野战。最小的小型弩炮和小型投石机仅一人就可以操纵。

总体而言，这个时代的攻城战和希腊人类似。比起汉尼拔时代，他们的技术显著提高了，不过只有少数围城者能达到亚历山大的巧妙水平，没有人能打出可以和他比肩的英勇的攻城战。

外敌入侵迫使罗马人加强了其舰队的威力和效率。他们以惯常的魄力和出色的判断力达成了目标。

政府掌握着可用于造船的公共森林，且管理得不错。战船由双列桨战舰（biremes）、三列桨战舰（triremes）、五列桨战舰（quinquiremes）乃至八列桨战舰（octoremes）组成。三列桨战舰和五列桨战舰是最常用的战船。一些巡逻艇被用于执行简单的巡岸任务和侦察敌情（naves speculatorice），还有稍小一些的船，比如弩炮艇、运输船和平底船（pontones）在内河执行任务。战船大部分都有铁质冲角（rostra ferramenta），它们的侧面由木梁和盾牌保护，还有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防止敌人撞击。较大的船只甲板上装有投射武器发射装置和塔楼，甚至在小型船只中也频繁安装。每艘船都有铁钩、吊桥、攻城器械和投掷火罐的器械。当时已能熟练使用纵火船。

舰队由划桨手和水手操纵，也可由士兵和舰载步兵来操纵。划桨手和水手是由奴隶或者来自下层的人组成的，舰载步兵队是用类似军团步兵的方式组建而成的，他们宣誓效忠的对象是海军将领而不是国家。五列桨战舰有400个划桨手，其他类型战船的划桨手数量与此成比例对应。舰载步兵队的装备类似罗马军团，不过用的是钩镰枪、战斧和宽刃剑。划桨手也配备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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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五列桨战舰草图




每艘船都有一名桨手长，他用锤子敲锣来掌控划桨节奏，还有管理船帆和船锚之类的水手长，另有一名兼任领航员的舵手（gubemator）、一名船长（navarchus）和一名舰载步兵指挥官（prcefectus navis）。指挥舰队的可能是执政官或者行政官（praetor）
[24]

 ，也可能是一名特派员（dux paefectusque classis）。

港口是天然形成或者人工挖掘的。人工港的最佳样式是海岸上的一个半圆，两条由海岸向海面伸出的防波堤，入口处用铁链封闭。内港分为好几个部分，并配有军械库和码头。这些港口面向海面和陆地的方向都筑有工事。

[image: ]
◎ 港口




当舰队准备起锚出发时，划桨手首先登船，接着是舰载步兵队。进行了一些检查后，舰队起航，轻型舰艇在舰队前方，三列桨战舰和其他战舰跟进，后方是运输船。战船一旦靠岸就会被拖到岸上，向着海面的一侧用栅栏保护，朝着陆地的一面用野外工事保护。虽然这条规则在意大利巉岩嶙峋的海岸经常被打破，但如果可能的话，船队总是会在岸上过夜。

海战通常发生在靠近陆地的水域，船只通过降低船帆和桅杆以及清理甲板来减轻重量。罗马人会仔细观察和利用涨潮与落潮。

海战中常见的战斗队形是船只排成两条平行的战线（acies duplex），轻型舰船排在后面一线；一种阵型是凹面阵（acies lunata）
[25]

 ，吨位最大的船只放在侧翼包抄敌人；还有凸面阵，吨位最大的船只在中间。此外还有钳形阵（forceps）、楔形阵（acies cuneata）或者反向楔形阵。

舰队司令的桅杆顶端升起红旗和每艘船上鸣响的号声是开战的信号。开战信号发出后，船上所有人都会发出战吼，唱起战歌。投射武器开始开火，然后船只组成战线向敌人冲撞。每艘船都会努力撞沉或者撞坏对手，砍翻其划桨手，跳帮登船并缴获它或者点燃它。

罗马人会唱歌和奏乐，并用月桂叶装饰船首来庆祝海军的胜利。舰队司令被允许举办海上凯旋仪式。

总而言之，罗马古老而完美的民兵体制消亡了，士兵变成了职业军人，步兵部队成了纯粹的雇佣军。军团成员之间的差别完全是纯军事方面的，与其社会等级和阶级毫无关系。眼下一切都取决于将军，所以他身边茁壮成长的将军卫队（praetoriani）是正规常备军的雏形。

这个时期的精彩战役和战斗是将军们的杰作。军队的状况，无论好坏都反映了将军的精神和性格。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不再是罗马公民，而是旨在掌控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天赋英才。

马略在朱古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拉的才干——他当时的财务官（quaestor），后来的政敌。马略的前任统帅梅特卢斯（Metellus）
[26]

 因征服努米底亚，一直打到沙漠边缘而值得称颂。苏拉的功劳则是擒获朱古达。马略从两场胜利中受益匪浅，伟大的军队改革与马略联系在一起，不过他的军事成就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之外，完全不值一提。

对马略而言，他是因为在色克蒂留斯泉和维尔塞莱（Vercellae）
[27]

 取得的大胜而备受赞扬的。罗马面临的危险从来没有像面对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入侵时那么大，罗马的生存归功于马略的拯救。公元前105年，罗马在阿劳西奥
[28]

 战败，执政官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和塞尔维乌斯·凯皮奥（Servilius Caepio），以及8万名罗马士兵和一半的的非战斗人员因为内部管理混乱而命丧黄泉——这次惨败甚至比坎尼（Cannae）
[29]

 战役更具威胁性。马略被派到高卢（Gaul）去挽救这场惨败带来的危局。他有充裕的时间重整旗鼓，获胜的蛮族没有进军意大利，而是挥师前往西班牙（Spain）。在这里，他们被勇敢的伊比利亚人和比利牛斯山的险峻所阻遏，他们又向北进军，直到被顽强的比尔吉人（Belgae）
[30]

 拦住去路才再度转头南下，他们如同奔腾的大洪水一般，涌向罗马的普罗旺斯（Province）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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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行军路线




马略在罗讷河（Rhone）和伊泽尔河的交汇处安营扎寨，他荡平了那些心怀不满的部族，巩固了普罗旺斯其他部落的忠诚。此时，他扼守着通往当时仅有的两个可通行山口的道路，它们分别通往小圣伯纳德（Little St. Bernard）和滨海阿尔卑斯（Maritime Alps）。蛮族兵分两路，一路试图翻越东阿尔卑斯山，伺机进入意大利。另外一路是条顿人，他们打算渡过罗讷河，沿着海岸前往滨海阿尔卑斯。他们很快就出现在马略的营寨前，而这位执政官此前已经一丝不苟地加固了营地。虽然马略是个出色的纪律主义者，而且他的士兵们士气高涨，但在军队对条顿人的高大身材、狂野习性和刺耳战吼习以为常之前，他不想让军队与条顿人的庞大队伍交锋。

罗马人畏惧这些浅色头发、身材魁梧的蛮族，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Marathon）战役害怕波斯人（Persians）一样。马略在他那坚固的工事中按兵不动，完全不为敌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最终，在连续攻击罗马营寨三天，蒙受巨大的伤亡之后，条顿人被击退。随后，他们向意大利进军，据权威史料的说法，他们的武装人员加上家属和辎重车队，一边嘲笑罗马军团说他们要为罗马官兵向其留在意大利的妻儿带口信，一边从罗马军营旁边走过，一共走了六天六夜。

现在，马略的机会来了。他用在朱古达战争中学来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尾随敌人，每天都在难以攻取的高地上扎营，并在营地周围构筑坚强的防御工事，终于，他认为他的士兵们已经斗志旺盛、怒火中烧，足以向敌人发动进攻了。在色克蒂留斯泉附近
[32]

 ，甚至在罗马军团的营地竣工之前，两军就在他们之间的小阿尔克河（little river Arc）中汲水时发生了交锋。罗马军队赶走了阿姆布昂人（Ambrones），罗马人乘胜渡河并向敌人的车队营地挺进。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阿姆布昂人的妻子和他们的丈夫并肩战斗，蛮族损失惨重。不过他们也打得不错，这一天结束后，罗马人退回到了自己那一侧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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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克蒂留斯泉战役




当天夜里，马略命令马塞卢斯（Marcellus）带领3000人——一些权威史料说其中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埋伏在蛮族营地附近河流上游的一片长满树木的河谷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在马略策划的战斗打响时包抄敌人后路。黎明时分，这位执政官把罗马军队部署在河流沿岸的一些高地上，他在这里已经建好了营垒，并派出骑兵引诱条顿人出营进攻。这一切都巧妙地完成了。蛮族已经建立起了罗马人不会打仗的印象，他们渡过河流，乱哄哄地冲上山坡。他们遭到罗马军团的顽强阻击而陷入混乱，被赶回了平原。蛮族不习惯地中海中午的炎热，在几个小时的战斗后疲惫不堪，正在此时，伏兵现身并冲下来，在骑兵的帮助下猛扑蛮族的后方。之前斗志旺盛的条顿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他们在混乱中撤退，一路上遭到罗马军队的追杀，根据李维（Livy）
[33]

 的说法，条顿人蒙受的损失为9万人阵亡、2万人被俘。这场大战发生在公元前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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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胸甲，可能属于奈波高卢人




与此同时，辛布里人翻越了里申阿尔卑斯（Rhaetian Alps），不过他们没有立即向罗马进军。马略及时与他的同僚卡图卢斯（Catulus）会师。根据他们奇特而古老的风俗，蛮族要求马略指定会战的时间和地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决斗，决斗双方采用相同的方式来进行。马略照做了，公元前101年，他将战场选定在发生会战的地点，今天的维切里（Vercellse）附近。辛布里人最终被罗马人击败并消灭殆尽，根据拉丁历史学家的说法，至少14万人阵亡、6000人被俘。这个民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罗马再度避免了被焚毁的命运
[34]

 。马略不仅仅是个英雄了，他是罗马人民的半神。




[1]
 译注：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约公元前270—前208年），古罗马将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三度担任执政官。因勇武有功，被誉为“罗马之剑”。



[2]
 译注：这个尼禄不是闻名世界的那个暴君尼禄，而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名将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选为执政官。



[3]
 译注：指公元前209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阿斯库卢姆战役，发生在今意大利普利亚区卡诺萨。



[4]
 译注：指公元前212年和前210年的两次赫尔多尼亚战役，发生在今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福贾省奥尔多纳。



[5]
 译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最后一役，扎马位于今突尼斯锡勒亚奈。



[6]
 译注：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前534年），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任君主。他统治时期曾对古罗马进行改革，运用依靠新的地域格局取代了传统血缘部落，通过财产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五个不同等级，创立百人队大会等新的措施使古罗马逐渐开始向国家过渡。



[7]
 译注：古罗马货币单位。



[8]
 译注：原文为“5英尺见方”，即2.25平方米。本书尽量采用公制单位。



[9]
 译注：Aquae意为“泉水”，Sextise意为“六”，所以色克蒂留斯泉可以意译为六水或六盘水。位于今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10]
 译注：阿劳西奥战役是公元前105年10月6日在今法国南部沃克吕兹省奥朗日和罗讷河之间发生的一场战役。两支罗马军队对抗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军队，由于指挥官之间的相互猜忌使罗马军队无法合作，导致惨败。罗马的损失多达8万名士兵及4万名辅助部队。以伤亡人数而言，这场战役是古罗马历史上最严重的战败。战役的失利让盖乌斯·马略有机会脱颖而出，彻底改革罗马军团的组织和招募。



[11]
 译注：今阿尔及利亚东北部与突尼斯西部。



[12]
 译注：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茹福斯（公元前158—约前78年），古罗马政治家。曾任执政官，执政期间进行军事改革。



[13]
 译注：留用老兵，服役期满本来可以退役的老兵，应长官的邀请或自己申请仍留在军中服役的志愿人员，他们大都免除了日常的打扫、值班等工作，专门担任教练、工程技术指导或长官的警卫队等职务，薪金和待遇都高于普通士兵，成为军团中仅次于百人队长的一个特殊的等级。



[14]
 译注：在罗马共和国中晚期，卸任的执政官往往到外地出任行省总督，他在辖区内的权力与罗马执政官在国内的职权相同，所以行省总督叫作代理执政官或代行执政官。



[15]
 译注：每个大队纵深10行，每行40—60人，共400—600人，这样纵向看来，每个大队就是40—60个纵列。



[16]
 译注：鹰帜，拉丁文“aquila”。它是军团的标志，作用就像我们现在的军旗。它是一只铜或银铸的鹰，张开双翅站在一根长竿顶上，有专门的鹰帜手（aquilifer）或旗手负责扛着、保管它。行军时它走在军团的最前列，驻营时放在帅帐中的神坛上。罗马军中对它尊崇备至，认为它是军团保护神的化身，如果在战争中丢失了它，一定千方百计夺回来才罢休，有时甚至因为丢失了鹰帜，整个军团都被解散。



[17]
 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将军，死于公元前422年。



[18]
 译注：朱古达（约公元前160—前104年），努米底亚国王。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向朱古达国王宣战，史称“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06年，马略和部将苏拉开始负责对朱古达的战事。公元前105年，马略击败朱古达，朱古达逃到毛里塔尼亚后被国王波库斯所俘，交付罗马。



[19]
 译注：直译为“哪里有面包吃，哪里就是家园”。



[20]
 译注：“奎里特斯”（Quirites）是“罗马人民”的古称，可能源于对原始战神奎里努斯（Quirinus）的崇拜。后来如果称“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为“奎里特斯”则有庄重的色彩，称士兵则有鄙视色彩，因为这时奎里特斯意为“老百姓”。



[21]
 译注：此事见于《罗马十二帝王传》第一篇的《神圣的尤里乌斯传》第70节。当时，在罗马的第10军团士兵闹事，他们利用罗马城处境危险的机会自称要退役，实际上是讹诈恺撒，要求更多的奖赏和退役后的待遇。尽管非洲战事紧张，恺撒依然不顾朋友的劝告，毅然出现在士兵面前，答应让他们退役，但是他不称他们为“士兵”，而称他们为“老百姓”，第10军团弄巧成拙，所以“羞愧或害怕”，收回退役请求，向恺撒屈服。



[22]
 译注：指公元前86年的喀罗尼亚之战，喀罗尼亚位于今希腊维奥蒂亚州。



[23]
 译注：罗马步（passus），分为单步、双步两种，对应中国古籍中的跬、步。单步与成年人的步长相当，折合0.75米，双步是迈两步，完成一个迈步周期，折合1.5米。本书中的步（pace）都是罗马的双步，译者统一折算为公制的米，例如此处的“400—800步”折算为“600—1200米”，下文不再提示。



[24]
 译注：比执政官低一级的高级官职。



[25]
 译注：直译为新月形。



[26]
 译注：昆图斯·凯西利乌斯·梅特卢斯（？—前91年），古罗马将军、贵族党首领，曾指挥朱古达战争。



[27]
 译注：也译作维西立、费尔凯莱，今意大利维切里。



[28]
 译注：今法国奥朗日（Orange）。



[29]
 译注：坎尼会战，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坎尼位于今意大利普利亚大区。



[30]
 译注：在中文版《高卢战记》中，译作比尔吉人。他们是今天比利时人（Belgian）的祖先，原著中也多次称他们为比利时人，称他们的地盘为比利时，本书将他们统一译作比尔吉人，其领地译作比尔吉。



[31]
 译注：今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得名于罗马人在这里建立的行省（Province），所以此处的“Province”应译作普罗旺斯而非行省。



[32]
 译注：今天法国罗讷河谷省的艾克斯（Aix）。



[33]
 译注：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自建城以来》。



[34]
 译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占领、洗劫罗马并纵火焚烧，全城化为灰烬，7个月后，高卢人得到罗马人赔偿的黄金才撤走。








第二章


苏拉与庞培（公元前90年至前60年）

作为一个将军，苏拉的地位比恺撒之前的任何人都要高。朱古达战争期间，他在马略麾下得到了锻炼，他的第一件大功是通过出色的谈判促成了擒获朱古达，并且终结了这场艰苦的冲突。在对付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战役中，他再次在马略麾下效劳。后来，这对师徒以争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的方式，在罗马历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

苏拉在东方的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中的指挥水平非常高超。他对雅典的围困，加上“非洲征服者”小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Minor）对努曼提亚（Numantia）的围攻，为恺撒提供了采用和改进的模板，尽管恺撒无疑研究了推罗（Tyre）
[1]

 和罗得岛（Rhodes）
[2]

 的攻城经验，并从中获得了灵感。苏拉指挥的所有战役都引人入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初期发生的这些战争中，指挥者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年轻的恺撒在学习阶段特别注意这些战史并加以学习。很难从苏拉的诸多伟大战役中挑选出一场来单独代表他的军事成就。公元前86年的喀罗尼亚战役，这个之前因腓力（Philip）的胜利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年轻、勇猛而闻名的古战场
[3]

 ，此役是一个在战争中如何处置意外情况的范例。

[image: ]
◎ 喀罗尼亚战役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副将塔格西莱斯（Taxiles）和亚基老（Archelaus）率领的军队有10万名步兵、1万名骑兵和90辆镰刀战车。苏拉的军队，算上他的希腊辅助部队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他的骑兵兵力特别少——这在平原上是个很大的弱点。苏拉的罗马军队只有1.65万人，不过他瞧不起敌人，有信心获胜。他用战壕掩护其薄弱的侧翼，以免受敌军骑兵的冲击，他还在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之间竖起了一排厚重的栅栏，足以挡住镰刀战车的冲锋。这是一个使用野战工事的优秀战例。

战斗以战车冲锋这一东方风格的作战方式开始了。苏拉的第一战线明智地撤到栅栏后面，战车的冲锋不但被栅栏挡住，拉车的马匹还因遭到苏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的猛烈射击而受惊，转头冲向己方战线，并在为米特拉达梯军队效力的马其顿方阵步兵和意大利辅助部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为了挽救这一灾难，亚基老命令他左右两翼的骑兵对罗马军团发起冲锋。这些东方骑兵以浩大的气势向罗马人猛冲过来，尽管遇到了战壕的阻碍，但还是成功突破了罗马人的阵型。这清楚地表明，如果苏拉没有事先挖掘战壕，他的防线可能就此崩溃。不过罗马军团没有丧失信心，他们迅速组成方阵，以坚定的决心抵抗骑兵。与此同时，苏拉察觉到敌人的方阵步兵没有从战车引发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此时如果从右翼向恰当的位置发起冲锋，则会对敌人造成沉重一击，他从右翼把己方的一小股骑兵召集起来，亲自率领他们朝着敌人暴露的右翼发动了凌厉的冲锋。

一如苏拉的既往英勇事迹那样，他的大胆行动总会伴随好运。亚洲步兵只实施了微弱的抵抗，他们的溃逃动摇了方阵步兵。进攻罗马军团的骑兵部队发现任务过于艰难，转而去帮助步兵恢复秩序。罗马军团获得了喘息时机，迅速组成了新队形，朝着亚基老动摇不已的步兵迅猛推进。这一举动决定了这一天战斗的胜负。米特拉达梯全军从战场上被一扫而空。

亚基老设法撤回了自己的营地，紧闭营门以保住残余部队。如果没有壁垒的阻挡，他的军队会惨遭屠戮。营门被蜂拥而来的罗马军队攻破，罗马人冲进营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亚基老只带出了自己军队的十二分之一，罗马人的损失则微不足道。

次年的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战役中，苏拉通过在挖掘战壕方面的精巧计算和一些更巧妙的战术，成功把亚基老指挥的一支新军驱赶到沼泽和泥潭中，将其全部消灭。这次作战行动看起来像一场包围战，通过逐渐缩小的野战工事体系收紧包围圈，只是遭到围攻的军队位于野外，而不是躲在城墙保卫的要塞之中，这样的战例都取决于天才的构想和果断的执行。关于此次行动的记载缺少细节描述。

苏拉的政治才干与其军事才干不相上下。他行事不像马略那样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但又果敢迅速。他不知疲倦，积极主动，勇敢而富于进取精神，思想和行动上都出奇的冷静。卡波（Carbo）
[4]

 声称苏拉兼具狮子和狐狸的特质。他赢得了士兵的敬爱，还是个严厉的纪律主义者。他在围攻战中表现出引人侧目的战术技巧。

我们将在格涅乌斯·庞培与恺撒对决的章节中，详尽叙述庞培的军事生涯中最有趣但可信度最低的部分。在庞培的早年生活中，也就是与恺撒斗争之前，庞培展现出了伟人和军人的许多品质。庞培没有被贬低，但他可能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所有扮演巨人角色的人中分量最轻的一个，没有哪个人能以如此渺小的功绩而赢得“伟大的”的头衔，没有人能用如此渺小的支持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与那些二流人物相比，他还是不错的，不过鉴于他与恺撒站在同一权力层面上，我们必须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所以我们需要大致说说庞培的早年成就。

庞培拥有许多军人的美德。他像运动员一样健美。在不特别依赖计谋和精神力量的战争中，他是很大胆的。当他无法谋划出优秀的战役计划或承担突如其来的战略和战术风险时，他会以令人钦佩的勇气策马带头冲锋。他质朴、宽和，在战斗中总是英勇无畏。他拥有一些受人民爱戴的品格。他年轻时就被苏拉录用，与“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Major）一样借助信任和通常只给那些多年担任公职的人才能得到的军队指挥权，他逐渐获得了民众的普遍好感。他的能力不及大西庇阿。他私德清白，“诚实的面孔”家喻户晓，他在处置自己的家庭关系时颇为正直，不过在苏拉的同意之下，他依然与妻子离了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妇女中招蜂引蝶的恺撒遇到类似情况时却拒绝离婚。庞培已经退出了社会生活，虽然他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但缺乏当时人们所重视的优雅风度。在会议中，他的思维迟缓，并因为不能迅速理解讨论内容而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常常优柔寡断。

庞培不过是一个能力不错的普通人，从来没有闪耀出天才的火花。“伟大”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如果“伟大”曾经属于某个人的话，他恰好就是恺撒的反面。时势造庞培，恺撒造时势。庞培冷静、缺少激情而且决断迟钝。在这个时代，每个掌权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偏激，而庞培的平凡使他与同侪们大相径庭，因为他主张并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们。如果他的行为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其他品质也有可能归到他身上，但是必须就事论事地来评判他。他的性格是简朴谦逊与热衷奢华的怪诞组合。他的早年很幸运，坐享其成，得到的回报超过应该拥有的，他从未承受过大的压力，人生旅途始终得到好运的眷顾。

庞培极其顽强——这是一种常常可以挽救事态的品质，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顽强。他总是认为当比他聪明得多的人战胜他时，他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当从毫无准备的状态到担起沉重的责任，信任被强加给他的时候，他逐渐养成了一种谨慎的习惯，这充分体现出他性格的整体面貌。这不是汉尼拔的那种谨慎，当情况需要时，汉尼拔会远比任何人大胆；庞培的谨慎更像缺乏精神洞察力的表现。虽然不缺乏优良的品行和特质，但正如蒙森所说，他是“最古板的矫揉造作的伟人”。庞培可能是凝聚他的党派的最佳人选，原因是他绝不会破坏它。

公元前83年，庞培首次引起瞩目。当时他承担了为苏拉在皮克努姆（Picenum）
[5]

 组建一支军队的任务。在这里，他的个人举止和无可置疑的勤奋使他受益匪浅。他组建和武装了一支出众的军队，当3支马略党的军队前去对付他时，他拥有在这些军队会师之前把他们各个击破的魄力，而且好运降临在他的头上。他率军向敌人的营地发起了进攻——这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古罗马历史上青史留名。与他的将军会师之后，苏拉向这位23岁的年轻人致敬，称其为“胜利将军”（Imperator）
[6]

 ，这是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头衔，而且是经过多年艰辛而卓越的军旅生涯才能获得的头衔。公元前82年，庞培以行省总督的身份被派往西西里（Sicily）。他率领6个军团和120艘军舰抵达该岛，这支军队立即击退了敌人，轻易获得了胜利。他从西西里乘船前往非洲，在那里以庞大的军队与马略一党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作战，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他对敌人营地的攻击，加上这40天以来迅速有力的战役，重振了罗马狼藉的名声。他回国时，苏拉“半讽刺半褒奖”地称他为“伟大的”（Magnus），尽管违反先例，他还是获许举行了此前只有那些拥有元老（senatorial）头衔的大人物才能举行的大规模凯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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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比利亚




马略党人奎因都斯·塞多留斯（Quintus Sertorius）
[7]

 多年在西班牙充当反对苏拉势力的急先锋，有些很有能力的军人也追随了他。庞培一如既往地认为他能得到这里的指挥权，他也确实获得了这一权力。不幸的是，他这次要对付的是位出类拔萃的将军，此人曾在被遗忘的战场上获胜，也许还是恺撒之前最强劲的将军。塞多留斯的政治家和军人身份都令人瞩目，他实际上在伊比利亚（Iberia）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很少有人能管控这样一个难缠的民族，或是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一场不知疲倦的游击战。他从不与苏拉的上司梅特卢斯进行会战，而是通过小型战斗干掉其筹粮队和汲水队，在对手行军途中发动攻击，还有各种出色的小规模作战使对手疲于奔命。梅特卢斯根本拿他没办法。

公元前77年夏天，庞培以地方行政官的身份前往西班牙。他开辟了跨越科蒂安阿尔卑斯山（Cottian Alps）
[8]

 的新路线，这条路线后来被恺撒所用，庞培还解决了高卢的一些麻烦。当年的晚秋时节他才越过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东北部过冬。

塞多留斯身处埃布罗河（Ebro）上游，他的副将赫图勒斯（Hirtuleius）在远西班牙（Farther Spain）对阵梅特卢斯；佩尔彭那（Perpenna）在赫伦尼乌斯（Herennius）的支援下防守埃布罗河，抵御庞培所部。早春时节，庞培挺进至埃布罗河并强渡过河，在萨贡托（Saguntum）南面的巴伦西亚（Valencia）击败了赫伦尼乌斯，并占领了此地。塞多留斯前往劳罗（Lauro）并将其包围，这是一座和庞培有联盟关系的城镇，位于巴伦西亚南面的苏克罗（Sucro）
[9]

 。庞培率军去对付塞多留斯，并伺机去包围他。庞培信心十足，自我吹嘘一旦制服了塞多留斯，他肯定会很快投降——他并不了解对手。在这场庞培强加的战斗中，塞多留斯的谋略远胜于他，避开了他的锋芒，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烧掉了劳罗，把市民运到了卢西塔尼亚（Lusitania）
[10]

 。庞培对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梅特卢斯在希斯帕利斯（Hispalis）
[11]

 附近击败了赫图勒斯。次年，在塞哥维亚（Segovia）再次打败了他，当时塞多留斯的人马试图阻止梅特卢斯和庞培会合。庞培唯恐同僚到达后，自己的月桂叶会被分走
[12]

 ，提出与塞多留斯在苏克罗举行会战，后者非常乐于在梅特卢斯到达前进行会战。在罗马军队的左翼，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击退了敌人，夺取了塞多留斯的军营；不过在右翼，庞培负了重伤，他的军队被塞多留斯击败，塞多留斯再转去对付阿弗拉尼乌斯，并成功击退其部。庞培所部被赶来的梅特卢斯所挽救，而塞多留斯不可靠的军队开始溃散。对这个能力非凡的人来说，最大的难处是要把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征召部队凝聚在一起并做好战斗准备。塞多留斯经常能召集由很多人组成的军队，甚至可以达15万人，因此他有大量兵员可供调遣，但接着就可能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挫折，便一哄而散，减少到可怜的数目。所以到了此时，鉴于梅特卢斯和庞培两军合流，塞多留斯又得知赫图勒斯被击败，他的部队便立即开始撤退，逃到群山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塞多留斯又把军队收拢起来，在萨贡托以南对阵庞培。与此同时，他的军舰骚扰沿着海岸运输补给的罗马舰队。

经过若干机动之后，双方在图里亚河（Turia）爆发了战斗，这是漫长而惨重的厮杀。最后，塞多留斯击败了庞培和他的骑兵，而梅特卢斯击破了佩尔彭那的军阵。这样的结果对苏拉有利，因为塞多留斯的军队再次一哄而散。塞多留斯自己则致力于防守位于杜里乌斯河（Durius）
[13]

 上游的克鲁尼亚（Clunia），他在那里遭到围困。不过，西班牙军队又再次集结起来，而塞多留斯则巧妙地逃出克鲁尼亚并与这支军队合流。公元前75年年末，他再度率军对阵苏拉派，双方势均力敌。

总体而言，梅特卢斯和庞培做得很出色。他们收复了西班牙南部和中部，塞多留斯却一无所获。在西班牙的战斗，梅特卢斯的功劳要胜过庞培。众将在冬令营中息冬时，梅特卢斯驻扎在高卢，庞培驻军于杜里乌斯河和伊比卢斯河（Iberus）之间，今天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附近。

公元前74年春季，塞多留斯向庞培发动了一场小型战争。庞培围攻帕拉提亚（Pallantia）
[14]

 ，而塞多留斯成功将其击退。在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虽然庞培与梅特卢斯会师，但是再次被击败，被赶出了埃布罗河上游地区。每次庞培遇到塞多留斯都会被击败。接下来的一年，庞培取得了一些进展，从西班牙的城市获得了一些盟军。战争已经持续了八年，这是对意大利的严重消耗，而西班牙本身因为战争的压力慢慢地蛮族化了。庞培和梅特卢斯遇到了他们的对手。各个军团对他们的劳而无功感到厌倦。虽然实质上没有什么危险，但罗马的很多人开始害怕塞多留斯会成为第二个汉尼拔。这是塞多留斯的独特之处，他非常适应西班牙的民族和崇山峻岭，使得他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尽管他很有能力，但汉尼拔的宏伟战略构想却盖过了他，也盖过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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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




庞培又撞上了好运。公元前72年，塞多留斯遇刺身亡，他的副手佩尔彭那不是这么强悍的敌手。次年，庞培和梅特卢斯迅速剿灭了他，然后将西班牙划分成两个行省，随后一起返回罗马举行凯旋式。这次战役不能算作给“伟大的庞培”增光添彩。

在与海盗的战争中，庞培表现出了相当强悍的能力。对一个伟大军人而言，这并非展现其能力的好机会。对于罗马军团和舰队来说，地中海的海盗很像一群亡命之徒对阵组织完善的警察，不过长期以来海盗都是罗马商业的祸害，必须镇压他们。公元前67年，庞培被授予了任务地区的绝对权力。他开始以管理商业的方法管理军队，他将整个战场划分为13个区块，每个区块都配有一名副将和一支足够的军队，他们得到的指示是组建、装备军队和战船，搜索海岸并猎杀海盗。庞培本人负责地中海西部，肃清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和非洲海岸，以便重建向罗马运输谷物的通道。他的部分人马在高卢和西班牙海岸执行同样的任务。在四十天内，庞培肃清了地中海的西半部分。

接着，庞培前往叙利亚（Syria）和奇里乞亚（Cilicia）
[15]

 。他只遭到了轻微的抵抗，对手毫无组织性可言。不过庞培老谋深算，他选择宽恕和安抚绝大部分海盗，而不是根据之前的做法将每一个抓到的海盗钉上十字架。这种行为本身有助于结束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只有奇里乞亚人独自进行了顽强抵抗，而罗马的精良军队和装备完善的军舰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接着，海盗们的陆上巢穴也被攻破，许多人纷纷投降。这场战争只进行了3个月就结束了。罗马军队缴获了大约400艘船只，其中包括90艘战船，还摧毁了1300艘船只，歼灭了1万名海盗，2万名海盗被俘，此外还解救出许多罗马俘虏。

以往这些海盗会以饥饿威胁罗马人，庞培的胜利带来了足够的粮食。以前人人都害怕出海，从此地中海向所有人开放。难怪庞培被誉为罗马的救星。然而他只是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很难说是伟大。

执政官卢库卢斯（Lucullus）
[16]

 曾在东方与米特拉达梯大王打得精彩纷呈，后者征服了小亚细亚全境（公元前74年）。他的同僚科塔（Cotta）在普罗庞提斯（Propontis）
[17]

 被击败，卢库卢斯赶去救援他，迫使国王蒙受巨大损失而撤退。整顿好海上事务后，他就以凌厉的攻势向前推进，渡过了哈利斯河（Halys），越过本都（Pontus）
[18]

 ，在卡比拉（Cabira）的激战中获胜，把这位大王赶出了自己的王国。卢库卢斯以围攻方式夺取了很多城市，然后进入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米特拉达梯则逃到亚美尼亚（Armenia）国王提格拉涅斯（Tigranes）处避难。为了确保自己眼下的优势，卢库卢斯没有经过元老院同意，就越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进入亚美尼亚，在底格里斯河（Tigris）附近打了一场大仗，提格拉诺塞塔（Tigranocerta）之战。两位国王兵合一处，但卢库卢斯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打败了他俩，并向提格拉涅斯的首都阿塔克萨塔（Artaxata）
[19]

 挺进。此时，卢库卢斯的军团发生了哗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被迫撤军，他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卢库卢斯以迅猛的攻势占领了尼西比斯（Nisibis）
[20]

 时，米特拉达梯返回了本都，并在泽拉（Zela）
[21]

 击败了在那里留守的罗马军队。尽管卢库卢斯被新发生的哗变所困扰，元老院也命令他回国，但他还是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撤退，退入了小亚细亚（Asia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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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亚细亚




虽然卢库卢斯以失败告终，但他在历时八年的苦战之中，极大削弱了米特拉达梯和提格拉涅斯的实力。公元前66年，庞培前往加拉太（Galatia）
[22]

 取代卢库卢斯，意图进军本都，他的奇里乞亚部队将随同前往，总兵力近5万人。米特拉达梯拥有3万名步兵可以对付他，其中大部分是弓箭手，另外还有3000名骑兵。他再也没有提格拉涅斯这个长期盟友兼女婿可以依靠了，他也许情愿议和，不过不愿意像庞培要求的那样无条件投降。米特拉达梯引诱庞培进入了他的领土，用优势骑兵猛烈骚扰庞培。庞培适时停止了追击，挺进幼发拉底河上游，进入了米特拉达梯的东部各省。国王沿着幼发拉底河跟踪庞培，终于在达斯特拉（Dasteira）城堡阻止了庞培的步伐，用骑兵和轻步兵肃清了低地。庞培被迫退入小亚美尼亚，直到奇里乞亚军团到达。然后，他将米特拉达梯团团包围在山巅城堡中，并蹂躏了附近的土地。经过六周的封锁，米特拉达梯杀掉了他手下的伤病员，以免他们落入庞培手中，然后拔腿逃跑。他兜着圈子逃往亚美尼亚，也就是提格拉涅斯的地盘。庞培跟踪追击，不过他再次看出米特拉达梯的意图是引诱他离开本都，于是他制定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他的追击路线中，在米特拉达梯前方，吕库斯河（Lycus）以南，后来建成尼哥波立城（Nicopolis）
[23]

 的地方附近有一条狭窄的山谷。庞培没有尾随米特拉达梯，而是秘密发动强行军，抢在对手之前占领了山谷附近的高地。米特拉达梯没有察觉到这一动向，次日像往常一样行军，入夜宿营的位置恰好就是庞培张网以待的陷阱。午夜时分，庞培发动袭击，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在睡梦中根本无法进行抵抗，在此全军覆没。

米特拉达梯逃之夭夭了，他无法前往投靠提格拉涅斯，便沿着攸克星海（Euxine，今黑海）的东岸和北岸逃到了克索宁苏斯（Chersonesus）
[24]

 。提格拉涅斯任由庞培摆布，交出了自己新征服的土地，还支付了6000他连得（talents）
[25]

 作为战争赔款。庞培下令停战。

就此，庞培在这场轻松的战争中解决了两位东方大王——本都和亚美尼亚的国王。罗马领土获得极大扩张，他的名声也传遍四方。

不久后，庞培前往追杀米特拉达梯，引发了与高加索（Caucasus）部落的战争。他无法追上本都国王，仅能迫使高加索人求和。米特拉达梯从他避难的克里米亚的潘提卡派昂（Panticapaeum）萌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他打算招募斯基泰人（Scythians）
[26]

 和多瑙河（Danubian）的凯尔特人（Celts）为他效力，从北面进攻罗马，就像汉尼拔招募高卢人进攻罗马一样。不过在公元前63年，这个疯狂的计划伴随着他的去世而戛然而止，米特拉达梯一生共与罗马打了26年的战争。

庞培把新征服的区域划分成几个新行省：本都、叙利亚、奇里乞亚。通过镇压叙利亚的骚乱和处理与帕提亚人（Parthians）的事务，将东方打理得妥妥帖帖，就此完成了东方的工作。随后他返回罗马，去享受他应得的回报。

卢库卢斯在征服东方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的能力和进取心都与之相称。而拥有大批兵力的庞培缺乏主动性、谨小慎微，却完成了由卢库卢斯开创的事业。如果他像前辈那样大胆进取的话，可能无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有大把机会采取出彩的行动。他绝不做任何不稳妥的事情，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兵力的优势。他所做的是尽其所能地“收获”卢库卢斯“播种”的果实，如果没有卢库卢斯做的准备，他绝不会征服东方。相比之下，卢库卢斯的战役比庞培的更加出彩，庞培在罗马编年史上被誉为所有最杰出人物的代表，而卢库卢斯几乎被人遗忘。我们最好在庞培对阵恺撒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时，对他的真才实干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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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头盔







[1]
 译注：推罗保卫战，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期间的一次围城战。公元前332年1月亚历山大率大军围困该城，用200多艘战舰封锁港湾，并动用攻城器械破坏城墙。围困长达7个月，最终攻陷推罗。



[2]
 译注：围攻罗得岛，是继业者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公元前305年，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率200艘战舰、170艘运输船、4万名士兵和3万名工匠进犯罗得岛。罗得岛守军顽强抵抗，坚持独立，德米特里军队围城一年后，虽以先进方法围城，获得“围城者”称号，但最终无功而退。



[3]
 译注：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与其子，时年18岁的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与希腊各城邦联军在喀罗尼亚会战，马其顿取得胜利。



[4]
 译注：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波（约公元前130—前82年），罗马执政官，马略派的坚定支持者。



[5]
 译注：今意大利马尔凯与阿布鲁佐北部。



[6]
 译注：后世的皇帝（emperor）头衔就是从“胜利将军”演化而来的。



[7]
 译注：奎因都斯·塞多留斯（公元前122—前72年），古罗马将军。青年时在马略军中服役，参加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后在西班牙任军团长和财务官。苏拉与马略的内战开始后为马略的支持者。公元前83年任远西班牙总督。苏拉建立独裁统治后逃往非洲。前81年左右在卢西塔尼亚人邀请下，返西班牙招募军队，组编训练，仿照罗马体制组成元老院及其他机构，接纳一切罗马逃亡者，又广收当地子弟，开办学校，使西班牙成为反苏拉的重要基地。前78年苏拉死后，继续与罗马当权者抗衡。庞培奉命征讨，无大进展；前72年他被其部将刺死，其余部方为庞培剿平。



[8]
 译注：即日内瓦山（Mt. Genevre）。



[9]
 译注：今西班牙胡卡（Xucar）。



[10]
 译注：一译琉息坦尼亚，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古地区名。大体相当于今葡萄牙及东面毗邻西班牙西部（约相当于今萨拉曼卡和卡塞雷斯省）一带。



[11]
 译注：今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



[12]
 译注：月桂叶在古罗马是功劳的象征。



[13]
 译注：今杜罗河（Douro）。



[14]
 译注：今西班牙帕伦西亚（Pallencia）。



[15]
 译注：位于今日土耳其东南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塞浦路斯以北，西至旁非里亚、北至托鲁斯山脉，地处于前往地中海的通道上。



[16]
 译注：卢奇乌斯·李锡尼·卢库卢斯（约公元前117—前56年），古罗马将军，早年随苏拉参加同盟者战争，公元前88年随苏拉东征，进行米特拉达梯战争。苏拉返回意大利后，他仍留在小亚细亚，屡有战功，为苏拉亲信；前79年被苏拉任命为贵族营造官，苏拉死前，托卢库卢斯照管其子教育；前77年任大法官，卸任后出掌阿非利加行省；前74年任执政官，卸任后任基利家总督，继续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战争（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挫败米特拉达梯六世及其女婿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攻占后者的都城提格拉诺塞塔，将罗马疆界扩展至黑海一带；前67年其军举队哗变，次年东征兵权被对手庞培取代。因其对本都的战争，获“本都的卢库卢斯”称号。回罗马后，他仅以艺文自娱，为罗马最富裕者，并以东方战争的战利品奖掖文人，生活豪华，其盛宴被称为“卢库卢斯盛宴”。



[17]
 译注：今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



[18]
 译注：古代小亚细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在黑海南岸。



[19]
 译注：位于今亚美尼亚阿尔塔沙特。



[20]
 译注：位于今土耳其努赛宾。



[21]
 译注：位于今土耳其济莱。



[22]
 译注：加拉太是古代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位于小亚细亚的中部。



[23]
 译注：今土耳其科尤尔希萨尔附近。



[24]
 译注：今克里米亚（Crimea）。



[25]
 译注：古代货币单位。



[26]
 译注：也译作西徐亚人，中文版《圣经》译作西古提人。








第三章


恺撒的青少年时代、求学与早期公职履历（公元前100年至前58年）

公元前100年（有些史学权威认为是公元前102年），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出生，他的家族可以上溯到图利乌斯·霍斯提略（Tullus Hostilius）
[1]

 时代的阿尔巴（Alba），在公众中享有盛誉。他的父亲曾担任地方官，大约在恺撒16岁的时候去世。他的母亲奥莱莉娅（Aurelia）出生在良好的平民家庭，是位品德优良的妇女。恺撒为他的祖先感到骄傲。他的姑妈尤利娅（Julia）嫁给了马略，在她的葬礼演说中，苏维托尼乌斯告诉了我们他的血统：


我姑母尤利娅的家族从母系方面说是帝王的苗裔，从父系方面说乃是不朽的神的后代。因为玛尔西乌斯·勒克斯家族（Marcius Rex，姑母的母系家族的名称）可以上溯到安库斯·玛尔西乌斯（Ancus Marcius），而尤里乌斯这个家族（我们家是其中的一支）可以上溯到维纳斯（Venus）。因此我们的祖基既有国王的神圣权力（其权力在凡间是无上的），又有权要求受到像对神那样的崇敬，而神是连国王都得受其支配的。
[2]




奥莱莉娅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儿子的教育上，恺撒借助生来的智慧和天性使自己能够像极少数青少年一样获益颇多。他成年之时，身心都具备了很多最佳品质。他的教师是一名高卢人——M.安东尼·格尼佛（M. Antonius Gnipho），此人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恺撒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虽然他的身体原本柔弱且有患癫痫的趋向——他的身姿挺拔，举止开朗而友善，相貌不算英俊，却也非常迷人和富有表现力。他有一双敏锐的黑眼、苍白的脸庞、笔直的鹰钩鼻、漂亮的小嘴和精致而弯曲的嘴唇，这一切都构造出一副友善的面容，他粗大的眉毛展现出伟大的智慧和力量。他在青年时代的面容是圆润无缺的。他的饮食节制，不喝酒，健康状况一贯不错，虽然他在科尔杜巴（Corduba）
[3]

 ，以及后来在塔普苏斯（Thapsus）
[4]

 得了重病，但是他不会从事过度的劳碌或者娱乐。他不惧风雨，是名卓越的运动健将，以作为一名优秀骑手而闻名。普鲁塔克说：“他从少年时代就习惯了马背，他甚至能双手不抓缰绳，而是将手放在背后骑马。”经过审慎的锻炼，他逐渐能够忍耐艰巨的辛劳。他衣着谨慎又整洁，雅致至极。像所有时代的风流少年一样，他喜爱外在的装饰。苏维托尼乌斯曾谈起他的加缘饰的拖袈
[5]

 （toga）和宽松腰带。苏拉曾经评论道：“要提防那个不好好束腰带的男娃”，每个时代的花花公子显然都是最好的士兵和男人。这种个人习惯性的考究，不能说是浮华，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如此。西塞罗说：“当我看到他的头发梳得如此整齐，他还要用一根手指去拨弄的时候，真想不到这样一个人会有颠覆罗马共和国的念头。”（普鲁塔克语）
[6]



恺撒爱好艺术和书籍。他能同样熟练和流畅地说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在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中并不稀奇。他撰写了几部作品，以明晰而有说服力的风格赢得名声，不过他并未和诗人一样快乐。塔西佗（Tacitus）
[7]

 说：“因为恺撒和布鲁图也创作诗歌，而且把作品放在公共图书馆里，他们是像西塞罗一样差劲的诗人，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根据我们的观念看来，他的成长轨迹是出身名门、家教良好的城市青年，但囿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限制，后来他才成为一个彻底的世界公民。他很喜欢女性交际圈，一生都尽力去培养它。

正如狄奥·卡西乌斯说的那样，他还对绘画、珠宝、雕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品位，他习惯戴着一枚非常漂亮的印章戒指，印章上刻着戎装的维纳斯。他的身体耐力出众，能忍受极端的意志考验和精神压力。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8]

 说：“他挥霍无度，拥有的勇气已经超越人类的天性，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想象。”普鲁塔克称恺撒为罗马的第二号演说家。普林尼（Pliny）
[9]

 提及他出类拔萃的记忆力。塞内加（Seneca）称赞恺撒在愤怒中的出奇镇静，而普鲁塔克说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而优雅合度，到了足够以此获得人民爱戴的程度。西塞罗证实道：“他用自己的声音、体态、宏阔、高贵的个性魅力展现了演讲方面的才华，没有一丝矫揉造作。”这些外在的优势使恺撒从其他公民中脱颖而出，他拥有躁动而强大的灵魂，维莱伊乌斯如是说道。他在军事专业素养方面几乎完美无缺，这就是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在其同代人中的地位。

恺撒14岁时，马略任命他为朱庇特（Jupiter）
[10]

 的祭司。16岁时，恺撒与康苏夏（Cossutia）一位富裕骑士的女儿订了婚，不过一年后解除了婚约。18岁时，他与秦那（Cinna）
[11]

 的女儿哥尼流娅（Cornelia）结婚。据说他已经以个人品质和聪明才智而闻名，不过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出身名门、前途光明的人，而不是因为他取得了什么实际成就。

当苏拉在马略党的权力废墟上崛起时，他打算提携这位聪明的年轻人投身自己的事业，不过他发现恺撒不为所动。他命令恺撒抛弃哥尼流娅，原因是其父属于马略一派，恺撒会因为这桩婚姻丢掉自己的祭司资格及其妻子的财产，还会被宣布不适于继承自己家族的财产，甚至有性命之虞，恺撒干脆地拒绝了。当时，像皮索（Piso）和庞培这样的人物都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与他们的妻子离婚了，拒绝苏拉的离婚要求大大提升了恺撒的声望。最终，恺撒在萨宾人（Sabine）的地盘上躲藏了一段时间，通过朋友们的影响得到了苏拉的宽恕。不过，正如苏维托尼乌斯所记载的，苏拉的预言是正确的，“在这个恺撒身上有好多个马略”
[12]

 。

恺撒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远离罗马是明智之举。除非他积极卷入政治动荡，否则他不能留在罗马，他认为眼下的形势不过是幕间休息而已。他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保持了这样的慎重。他在庇推尼（Bithynia）
[13]

 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是国王尼科米德（Nicomedes）的座上嘉宾。在地方行政官M.塞姆斯（M. Thermus）的帐下，担任其“军事副官”（contubernalis）对付米特拉达梯，他在战争和外交活动中都很活跃（公元前81年）。在围困米推利尼（Mitylene）的时候，他因为拯救了一名罗马士兵的生命被授予市民花环
[14]

 。他在道德行为方面的名声被他在尼科米德宫廷中的粗暴行为所损害，不过这些事情与他的军人身份无关。每个年龄段和每个地区的道德都自成体系，恺撒与他的同辈们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在公元前78年，恺撒在塞尔维指挥的针对奇里乞亚海盗的海上战役中效力。苏拉去世时他返回了罗马。

在罗马，他以极大的勇气、独立的精神、练达和开明的策略，加上他精心潜修的演讲能力在民事诉讼中大展身手，使他在平民中间声望很高。当时增加自己公众知名度的常见方法是在一些重大诉讼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而让自己扬名立万。对恺撒而言就是多拉贝拉（Dolabella）案。他那时21岁，关于他的演讲，塔西佗评论道：“我们用赞美的语气阅读它。”那次演说令他声名远播。后来，他抨击安东尼·希布里达（Antonius Hybrida），还投入到其他著名的案件中去。他的指控实际上是针对那些依然在台上的苏拉党人，而不是某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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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海




卷入罗马的政治斗争不能使他获益，所以他宁可选择放弃，乘船前往罗得岛，当时这个岛以学术中心而闻名，他打算投入一些时间来学习。他在路上被法玛库萨岛（Pharmacusa）
[15]

 的海盗抓住，这是斯波拉泽斯群岛（Sporades）中的一个小岛。海盗们开价20他连得的赎金，不过恺撒傲慢地自愿给他们50他连得，这保证他得到了良好的待遇。恺撒在等待赎金收讫的40天里，在这些人身边获得了一些影响力，所以他得到的待遇更像是国王而不是肉票。他打消了海盗们的疑虑，以自己的口才和智慧给他们带来了欢乐。据说恺撒告诉海盗，如果他能重获自由，他将把这些海盗全部抓住，然后钉上十字架。当然，这番话被他们当作笑话听。

恺撒言出必行。他刚被释放就集合了船只和士兵，奇袭了这些海盗，夺回了他的赎金，还缴获了很多战利品，然后用他威胁海盗们的说法惩罚了他们。苏维托尼乌斯声称，他出于怜悯，将这些人先绞死，然后将尸体钉在十字架上。

在罗得岛上短暂停留后，恺撒在阿波罗尼乌斯·莫洛（Apollonius Molo）的指导下学习，此人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他凭借自己的权威和金钱在库济库斯岛（Cyzicus）向米特拉达梯发动了一场战役，而且打得相当成功。此时，他从罗马得知自己被提名为大祭司（pontifex），以接替他的舅舅L.奥勒留·科塔（L. Aurelius Cotta）。返回罗马不久后，他又当选为军事指挥官。在苏拉的将军们与塞多留斯在西班牙交战期间，他谢绝了在这些将军麾下指挥军队的机会。他很愿意到前线去学习军事技能，但不愿意参加对付原马略党成员的战争。他还是一如既往精明地回避毫无裨益的纷争。他依然野心勃勃地追求权力，所以着手在国内组建自己的党派，通过运用资金、朋友、干劲和能力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当上了财务官，跟随代执政官（proconsul）
[16]

 安提斯提乌斯·韦图斯（AntistiusVetus）前往西班牙。公元前68年，他返回罗马，担任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和公共建筑的管理者，并通过举办盛大的公众运动会提升自己的民意支持度。

恺撒的下一个官职是公元前64年上任的刑事法庭法官（judexquaestionis）。第二年，他担任最高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又过了一年，他当上了行政官。在这段时间里，恺撒一直受到贵族的仇视和人民的爱戴。公元前61年，他被派去管理远西班牙（Hispania Ulterior）行省，但直到有人愿意为他的债务担任担保人，他才得以离开罗马。据说他的债务超过了4000他连得，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债务高达830他连得，相当于100万到500万美元。恺撒不在乎财务的性格特征伴随了他的一生。

克拉苏被说服担当恺撒的债务保证人，他指望恺撒未来获得成功来偿还债务。他没有失望。罗马的政治斗争和站队使挣钱的机会极大地增加，争夺行省的控制权开辟了获利的康庄大道。虽然没有人比他更审慎地遵守法律的形式，恺撒却比拿破仑更加不择手段，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贯作风。

恺撒担任地方行政官的行省——远西班牙或者叫拜提卡（Baetica）
[17]

 ，可能也包括一些毗邻的领土。他刚安排好财务事务，没有等待元老院的指示就离开了罗马，后者的行动也被一些政治审判耽搁了。长期以来，他管辖的行省中的低地居民饱受卢西塔尼亚山民的袭扰，如果说卢西塔尼亚不是个完全屈服于罗马的地区的话，也是个半独立半屈服于罗马的地区。恺撒组建了2个军团，或者说是20个步兵大队到他的旗帜下，随即又增设了1个军团，或者说是另10个步兵大队，这使他获得了大约1万名士兵。卢西塔尼亚（葡萄牙）的赫明尼翁山（Mons Herminium）
[18]

 部族一直在这个行省作乱。罗马官员无法管控他们，他们的权威遭到这些高地居民的嘲笑和蔑视，恺撒迅速对他们发动了一次战役，运用强有力的措施使其屈服。这次战役的大部分细节都不为人知。山中的其他部落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搬到了杜罗河以外。这使恺撒得以在蒙达河（Munda）
[19]

 河谷牢牢站稳脚跟，他以此为基地，出兵追杀这些逃亡者，很快就追上了他们。这些蛮族转头迎战，利用罗马军团渴望战利品这一点来干扰他的步兵大队，他们把自己的家畜驱赶到罗马军队面前。不过恺撒的部下总能受到这位强者的影响，虽然对他来说这些大队是新手，但是他们已经学会了服从。军队是其统帅的缩影，反映出他的力量、性格和智慧。此时没有士兵离开自己的队列，卢西塔尼亚人很快被击溃了。在这次战役中，恺撒肃清了杜里乌斯河的两岸。

与此同时，赫明尼翁山的山民又发动了暴乱，他们希望恺撒能被那些迁徙外地的部落击败，这样就能封锁恺撒的退路，将其制服。恺撒从一条小山脉的东麓向杜里乌斯河进军。他发现蛮族封锁了这条路后，考虑到还有更好的方法应对，所以没有实施游击战争，他找到了从山区通往海洋的出口，但蛮族也占领了通往海岸的那座山脉的山脚地区，因此也封锁了这条路。恺撒只能杀出一条路来，不过他的军团发现，在海岸附近的较平坦的地形上作战并没有什么困难。在进攻敌人时，恺撒从左翼出击，设法切断了敌人通往内陆的退路，这样就把敌人驱赶向大海方向，他在那里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地对付敌人。敌人逃上了一个岛屿，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个地方是卡武埃鲁岛（Carvoeiro）的一部分，当时这个岛与大陆相连，位于里斯本以北约68千米处。岛屿与陆地之间的海峡在低潮时可以徒涉，只是有些困难而已。将敌人封锁在岛上之后，恺撒计划将其彻底消灭。但冒着蛮族的火力渡过海峡是不切实际的，恺撒命人制造了一些木筏，让部分部队乘坐木筏渡海。其余的部队士气高涨，试图涉水渡过海峡，不过遭到蛮族猛烈打击，被赶回高涨的潮水中并被海水吞没。因此，由于木筏搭载的那一小部分部队不足以发动登陆作战，所以首次进攻失败了。

只要有可能完成任务，恺撒就绝不放弃。他在岛屿的对岸安营扎寨，在那里可以掌控卢西塔尼亚。他派出信使到加的斯（Gades）请求派来更多船只，等这些船只抵达，他就派出一支兵力足够的军队渡海杀向岛屿，只要登上岛，就能轻易地使这些敌人屈服。此役结束，恺撒乘船前往布里甘蒂（Brigantium）
[20]

 ，那里的居民看到如此巨大的船只不禁惊恐万状，自动放弃了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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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武埃鲁海角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卢西塔尼亚全境屈服，并为罗马控制的西班牙增加了大片领地。恺撒被他的士兵们尊称为“胜利将军”，元老院允许他举行凯旋仪式，这也成为庆祝他获得胜利的节日。历史学家除了为我们简要概述这次战役之外，别的几乎只字未提，我们只能说这是恺撒在战争中学到的第一课。当他去解决高卢问题时，事实表明他熟悉战争，但对于更棘手的管理问题他就不太熟练了。高卢是恺撒指挥大规模战役的学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发动首次高卢战役前是如何掌握了战争艺术的。显然，他控制了如此辽阔的领土，但我们对他采用的手法居然一无所知。

我们并不关心恺撒在战后对他的行省是怎样进行行政管理的。苏维托尼乌斯声称，恺撒通过申请财政补助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正如拿破仑三世所说的“通过搜刮战利品、良好的行政管理，甚至借助他治下人民的慷慨捐助”。事实正是如此，不过与罗马每个行省的总督一样，恺撒认为他有权这样做。

毫无疑问，恺撒在乎钱财，但不是出于吝啬的动机。汉尼拔被指控贪得无厌，但他搜刮到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发动战争之火了。恺撒用他的金钱组建了一支军队，并为自己赢得了军团的爱戴。他从西班牙获得的一大笔战利品，不仅仅用于慷慨奖励他的士兵，还清偿了自己的债务。他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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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的行省




恺撒野心勃勃，这么说绝无贬损之意。没有一个缺乏野心的人会从平庸之中脱颖而出，在世界秩序中取得什么成就。据说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路上的一个小镇里，恺撒声称：“我宁愿在这里当老大，也不愿在罗马当老二！”每位伟人都有野心。他的野心和满足野心的手段是检验其野心是美德还是恶行的标准。恺撒的野心比汉尼拔更个人主义，与亚历山大、拿破仑的类似。在加的斯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神庙中，恺撒站在亚历山大的塑像前，“到了这个年龄还不曾有任何像样的作为，而亚历山大在这个年龄上已经征服了世界。”这可不只是汉尼拔或者古斯塔夫（Gustavus）的野心所在。

由于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使恺撒有资格举行凯旋式，不过他因为想竞选执政官而拒绝了这项荣誉。

罗马元老院在控制如此动摇国本的对手方面表现出了无能。最终，元老院与当时罗马权势最大的人——庞培，发生了纷争，这是由于元老院拒绝向庞培的东方老兵授予土地而引发的。因此，庞培、恺撒和克拉苏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旨在瓜分罗马的权力和职位。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只需利用那个时代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元老院和人民
[21]

 。

恺撒毫无争议地当选执政官，和他一起当选的是卡尔普尼乌斯·比布卢斯（Calpurnius Bibulus）。实际上后者被恺撒轻而易举地架空了。恺撒的第一年任期是在立法中度过的。他是个能人，在庞培的帮助下，他通过制定法律，使自己获得了伊利里亚（Illyria）
[22]

 和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
[23]

 的五年控制权以及四个罗马军团的指挥权，这是他飞黄腾达的第一大步。总督权力为他赢得了声誉，并创建了一支效忠他的军队，这是几乎所有伟人的晋升之阶。他的其他措施还包括促使苏威皮（Suevi）
[24]

 国王阿里奥维司都斯（Ariovistus）被宣布为罗马的朋友和盟邦，后者后来成了他最强大的敌手之一。

在前往高卢之前，恺撒将女儿尤利娅嫁给了庞培，作为他不在罗马时与庞培维持关系的纽带，而妻子哥尼流娅数年前已经去世，他迎娶了前任执政官皮索的女儿卡尔普尼娅（Calpurnia）。西塞罗和加图（Cato）
[25]

 这两位恺撒富有、强劲的对手，被一致认为应该遭到流放。他的权力基础就这样坚如磐石了。

[image: ]
◎ 高卢战斧




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和形形色色的手段，恺撒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尽管这并不都是他自己的功劳。现在，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已经42岁了，政治让位于军事。以后我们会以一种全新的、更有价值的角色来看待他——一个能在战争艺术史上写下伟大篇章的角色。




[1]
 译注：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三任罗马国王。



[2]
 译注：整段译文引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张竹明翻译的《罗马十二帝王传》。



[3]
 译注：今西班牙科尔多瓦。



[4]
 译注：今突尼斯马赫迪耶附近。



[5]
 译注：古罗马公民的一种正规长袍，奴隶和外来的侨居者不许穿着，因而这种装束成为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的一个表征。



[6]
 译注：译文出自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席代岳译本。



[7]
 译注：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约55—约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等。



[8]
 译注：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约活动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他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二卷本的《罗马史》。



[9]
 译注：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23—79年），常被称为老普林尼或大普林尼，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一译《博物志》）一书留名后世。其外甥小普林尼，是一位罗马帝国律师、作家和议员，被认为是一位诚实而低调的人物，他的很多信件被流传下来，成为研究当时历史的珍贵资料。



[10]
 译注：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明，对应希腊神话中的天父宙斯（Zeus）。



[11]
 译注：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秦那（？—前84年），古罗马执政官，曾参加同盟者战争。他当选执政官后宣誓保卫苏拉的改革，但后者离开意大利后即背弃誓言，为苏拉派所逐。他在南意大利募军，夺回罗马；与马略联合，大杀苏拉派分子，没收其财产；马略死后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前84年，苏拉东征归来，他组织武装准备抵抗，但在翁布里亚的安科纳因哗变被杀。



[12]
 译注：译文出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张竹明翻译的《罗马十二帝王传》。



[13]
 译注：今土耳其北部。



[14]
 译注：橡树叶编织的花环，罗马人用以奖励救护战友（市民）的荣誉标志。



[15]
 译注：今希腊费尔马科岛（Fermaco）。



[16]
 译注：在罗马共和国，卸任的执政官往往到外地出任行省总督，所以前执政官（proconsul）逐渐等同于行省总督。



[17]
 译注：公元前197年罗马在沿地中海地区设置两个行省，称近西班牙行省和远西班牙行省。前27年奥古斯都在位时，征服西班牙西北部最后一块地方，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设置三个行省：原近西班牙行省改称塔拉科行省（东北大部，以塔拉科为首府），远西班牙行省分为拜提卡（中南沿海，以科尔多瓦为首府）及卢西塔尼亚（西南沿海）两行省。



[18]
 译注：今埃斯特雷亚山（Sierra di Estrella）。



[19]
 译注：今蒙德古河（Mondego）。



[20]
 译注：今西班牙科伦纳（Corunna）。



[21]
 译注：罗马共和国的全称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所以这句话意为控制整个罗马共和国。



[22]
 译注：亦作伊利里库姆。巴尔干半岛古地区名。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北起德拉瓦河，南至伊庇鲁斯，大致相当于从今克罗地亚至阿尔巴尼亚沿海一带。范围最大时包括其内陆的今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塞尔维亚。



[23]
 译注：一译山内高卢，又称近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



[24]
 译注：亦译斯维比人、苏维汇人、苏维比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据认为，系日耳曼人一较大部落集团，包括马科曼尼人、夸德人、塞姆诺奈人、赫尔门杜里人、郎哥巴底人（伦巴第人）等。因不时流动迁徙，不同时期其分布地域亦不同。他们多半是从今德国西北部渐次向南再向东方迁徙的。



[25]
 译注：马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公元前95—前46年），即小加图，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65年他任财务官，前63年当选为下一年度的保民官。喀提林阴谋事件期间，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反对恺撒提出的监禁喀提林分子的建议，支持共和派首领西塞罗，主张处死喀提林分子。后来，他成为元老院中贵族派的首领，曾反对庞培在东方的措施，此为促使前三头同盟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竭力反对前三头，前59年反对恺撒的土地法，未果，次年被以任塞浦路斯总督为名赶出罗马。前56年回来后，他仍坚持反对立场，但无收获。前52年，他竞选执政官失败，退出政坛。内战爆发后，他加入庞培一方反对恺撒。受命防守西西里失败后，他去了希腊，与庞培合兵。前48年法萨卢战役中恺撒得胜后，他去了北非，据守乌提卡。前46年4月恺撒在塔普苏斯之战获胜后，他绝望自杀，死后备受西塞罗等推崇。








第四章


恺撒的新行省与海尔维第人（公元前60年至前58年）

在恺撒前往高卢的数月之前，高卢联军在阿拉河（Arar）
[1]

 被日耳曼人击败，海尔维第人（Helvetii）
[2]

 武装起来的报告已经送到了罗马。这些消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所有人都害怕蛮族发动大规模入侵，也就是马略勉强才拦阻住的那种规模的入侵。罗马政府下令在全国广征军队。归属恺撒的省份只有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在这样危险的压力下，罗马元老院把山北高卢（Transalpine Gaul）行省
[3]

 也划入了他的管辖范围。

高卢人在罗马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不过罗马人对于他们的好战特性的大部分记忆却日益模糊。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一支凯尔特高卢人的远征军穿过今德国南部去了伊利里亚，另外一路穿过阿尔卑斯占领了波河河谷。正是后一批高卢人的后代焚毁了罗马城。公元前4世纪，其他高卢部落沿着多瑙河抵达色雷斯，蹂躏了希腊北部。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路杀向拜占庭（Byzantium）进入亚洲，他们在那里肆虐并占据了一大片土地——被称为高卢—希腊（Gallo-Grecia）或加拉太。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4世纪，罗马一直在与高卢人打仗，不过罗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阿尔卑斯南面的高卢或地中海沿岸的高卢。罗马曾付出很多鲜血和财富作为代价来安抚波河高卢（Padane Gauls），可汉尼拔一翻过阿尔卑斯山，这些部族就选择造反，不再驯服。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就被罗马人斩尽杀绝了。

公元前2世纪中叶前后，罗马将希腊殖民地马赛（Massilia）
[4]

 置于保护之下，为了它的利益又征服了邻近部落，罗马在高卢的立足点就是用这种一贯的手段取得的。下一个立足点是作为马赛的前哨基地的色克蒂留斯泉。在罗讷河与群山之间，远及伊泽尔河的地方，是获孔几人（Vocontii）
[5]

 的地盘；从这条河到罗讷河居住的是阿罗布洛及斯人（Allobroges），维埃纳（Vienna）
[6]

 是他们的首都；从罗讷河到索恩河和侏罗山（Jura mountains）是塞广尼部落，以维松几阿（Vesontio）
[7]

 为首都；在索恩河和卢瓦尔河（Loire）之间是爱杜依人（Aedui），以毕布拉克德（Bibracte）
[8]

 为首都；阿列河（Allier）两岸是阿浮尔尼人（Arverni）。爱杜依人和阿浮尔尼人长期争夺高卢的霸权，阿罗布洛及斯人偏向于后者。罗马人到来后力挺爱杜依人。公元前121年，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和费边·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用两场大战平定了阿罗布洛及斯人，就此在高卢建立了罗马的行省。后来又增加了奈波（Narbo）行省。
[9]

 在恺撒诞生的前后，条顿人和辛布里人入侵罗马，有摧毁这座精心构筑的行省构架的危险。蛮族连续击败了五支罗马军队。不过马略在色克蒂留斯泉的胜利扼杀了这种危险，重建了罗马的影响力。

高卢行省的边境从托洛萨（Tolosa）
[10]

 和奈波开始，从启本那山（Cebenna mountains）南面和东面一直延伸到维埃纳，从那里沿着罗讷河延伸到阿尔卑斯山，继而一直向南延伸到地中海。恺撒上任时就是这样。

高卢行省内部和毗邻地区的高卢部落之间摩擦不断，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曾造访过罗马。其中有日耳曼人酋长阿里奥维司都斯、高卢人酋长狄维契阿古斯（Divitiacus）。恺撒从这些既有能力又见多识广的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他的辖区的情况，以及地理和地形方面的信息。除了一些偏远地区，恺撒接管的地盘绝非人所不知的蛮荒之地。高卢作为三巨头执政的战利品被分配给恺撒后，他为自己在高卢行省的行动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基地。

高卢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境内战争从未停止过。暴乱没完没了，如果一支罗马军队想穿过高卢南部前往西班牙，那么肯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才行。虽然高卢行省一直骚动不安，却是一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去处。由早期希腊移民开辟的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带来的取之不尽的财富令人神往，另外，它的气候温暖怡人。这片土地上依然有古希腊文化的痕迹，也汲取了务实的罗马文化。商业贸易产生了大量利润。尽管如此，生活在这个行省中总会有不如意之处，而且总是处于危险之中。

“直到恺撒时代，”西塞罗说道，“我们的将军们都只满足于抵御高卢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将高卢人的侵略限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而不是与之进行战争。马略本人没有深入他们的城镇和家园，他的意图是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充当屏障上，以抵挡这些汹涌的人流席卷意大利……唯独只有恺撒决定将高卢纳入我们的统治。”罗马人谋求征服其他民族，但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于遭到高卢人的侵害。为了抵抗高卢入侵，总会征收一大笔税款，而且卡皮托山（Capitol）
[11]

 上总是保有一笔专用于这种时刻的特殊资金。

高卢人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恐怖，只有汉尼拔带来的持续了十八年的恐怖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也解释了在恺撒征服这些敌人后，罗马人民为什么会对恺撒如此感恩戴德。与他相比，其他征服者获得的回报要小很多。其他的胜利只意味着扩张，而对高卢的胜利意味着国防安全，正是理解了赢得这场战争能给他带来的声望和权力，才激发恺撒着手完成他的任务。

从汉尼拔的数次战役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山南高卢。山北高卢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为界。它包括法国、低地国家、莱茵（Rhenish）地区和瑞士。这个辽阔的国度的中心有一条不规则的山脉，从北向南纵贯而过——作为分水岭，它使东面的水流注入罗讷河和莱茵河，西面的则流入加龙河（Garonne）、卢瓦尔河和塞纳河（Seine）及其支流。所有的河流都流入界限分明的各自流域，并为整个国度提供了绝佳的交通手段。看一眼这些河道就会知道对于军队的前进、撤退来说，它们是多么优秀的交通线。在许多地方，这座中央山脉很容易翻越。

在气候方面，那时高卢的气候与今天一样优良。普罗旺斯行省温和宜人，北面依然覆盖着浓密的森林，比当代要冷。埃度恩那（Arduenna）
[12]

 森林从莱茵河到斯海尔德河（Scheldt）和雷米人（Remi）的边境，绵延320千米。这个国度的特征是森林茂盛，今天深耕细作的农业区当时林深树密。很难估计当地的人口，但是通过确定武装男性的合理比例，在不同场合集结的部队会多达700万之众。高卢人分为许多部落，塔西佗说共有64个部落，但在其他地方说有300—400个。如果认为后面的数字涵盖了附庸部落，还有众多依附强邻寻求庇护并在宗主打仗时派出军队参战的小部落，那么该数字可能是准确的。

整个国度都是以这种形式组成的封建城邦。许多强大的领袖有着由附庸组成的强大军队，强大的部族则拥有很多附庸部族。阿浮尔尼人和爱杜依人在高卢中部争夺霸权，这种内部霸权的争夺造成整个国家呈一种松散的维系状态，使得高卢更容易被征服。

马特隆纳河（Matrona）
[13]

 和塞广纳河（Sequana）
[14]

 以北，莱茵河以西生活着比尔吉人（Belgians），恺撒认为他们是最骁勇的蛮族。他们自豪地回忆自己曾捍卫疆土，抵挡住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进犯。他们处在距普罗旺斯最远、商旅往来最少的地域，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感染得柔弱无力
[15]

 ；尽管他们不断与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人发生战争，但他们宣称与对方有亲缘关系，绵延的战争使他们勇敢而坚毅。在高卢西南部，加隆纳河（Garumna）
[16]

 的对面生活着阿奎丹尼人（Aquitani）。这些人与比尔吉人之间的土地，由形形色色的凯尔特人和高卢人部落占据。从任何意义上讲，普罗旺斯行省都是高卢的一部分。它的各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起源；与此时受到的罗马的影响一样，曾经位于马赛的希腊殖民地对他们的影响也少得可怜。比尔吉人由几个著名的部落组成：滨海而居的俾洛瓦契人（Bellovaci）能召集10万人上阵；纳尔维人（Nervii）曾将恺撒置于其平生最绝望的境地；德来维里人（Treviri）和雷米人勇猛而坚强。在高卢中部，或者叫凯尔特卡（Celtica），主要部族是阿浮尔尼人、爱杜依人、塞广尼人和海尔维第人。后者孤傲地生活在高峻的山地家园之中，而前三个则为争夺高卢的霸权争战不休。在恺撒时代，对于罗马人来说阿奎丹尼亚（Aquitania）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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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




这些较大的部族被分为部落，并进一步又划分为宗族。他们有许多原始城镇（oppida）——恺撒曾提到过21个——大多位置优良，壁垒森严。许多民众居住在没有工事的村子里，能通行轮子车辆的道路比比皆是，许多河流上架设着桥梁，河流和海上的航船也司空见惯。

高卢人身材高大，肤色浅白。他们染发，平民蓄须，而贵族只在嘴唇上方留髭须。他们下穿长裤，上穿有袖衬衫，富人披斗篷，穷人披兽皮。他们有充足的黄金，养成了佩戴项圈、耳环、手镯和戒指的习俗。他们相当擅长农业，尽管也有些部族更青睐畜牧业，他们能生产亚麻布衣服和毛毡。他们五谷丰登，牛马繁盛。他们的房子是用木材和柳条建造的。他们还能开采铜矿并加工。有些部族能制造铁器，并在表面镀锡和银。他们食用牛肉、猪肉和其他家畜肉，饮用牛奶、酿造的浓啤酒和蜂蜜酒，他们经常酗酒。意大利酒广受好评，有时一坛子意大利酒会被认为价值一个奴隶。他们快乐而和善，不过性格自负、脾气暴躁、反复无常、好动难安。他们在战斗中很勇敢，而被击败后就会气馁。他们言辞夸张，会用希腊字母写字。高卢妇女健壮而美丽，往往与男人一样英勇。丈夫拥有对妻儿生杀予夺的权利。在高卢社会里，折磨自由民身份的人的行为是违法的，即使受害者是女性。

与汉尼拔时代一样，在恺撒的时代高卢人装备长长的双刃剑。有些部族使用带波浪形矛头的蛇矛，所有士兵都能投掷飞镖，携带弓箭和投石索。他们的金属头盔用动物的角或鸟兽装饰，盔顶还会插着一簇高耸的羽毛。他们携带大号盾牌，穿着他们自己制造的胸甲或者锁甲上衣。高卢骑兵因其成员中有贵族，所以比步兵出色得多。他们喜爱当骑兵，以自己的马匹为荣，搜求更好的马种。骑马比武是一种频繁举行的运动，宴会上决斗至死也时有发生。

高卢人出色地模仿了从别人那里看到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军队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晚上他们用车队围成一圈以保护自己的营地。他们会在战前要求与敌人的任何勇士进行单挑，杀掉他们的俘虏，留下他们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大规模征兵很常见，最后到达营地的人会被处死，这让每个人都处于戒备状态。他们会用信号和人接力传送，以及通过特定的叫喊声在各地之间传递消息。高卢人很迷信，他们的宗教仪式中就包括活人献祭。源自不列颠岛（Britain）的德鲁伊巫师（Druids）
[17]

 牢牢控制着人民，他们的众神和那些古代神祇近似，拥有与天父朱庇特、战神马尔斯（Mars）、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和海神尼普顿（Neptune）
[18]

 性质相同的众神。

高卢人有两个特权阶层，分别是骑士和德鲁伊巫师。平民介于两者之间，就像介于磨盘的上、下两块磨石之间一样。每个骑士或者贵族都有若干依附民，后者会侍奉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每个民族的政府都掌握在国王和一个议会手中。

在高卢的各个部族之中，总有些部族占据上风，一度控制了整片土地。在恺撒将高卢吞并为一个行省的时期，塞广尼人正占据上风，并严厉地压迫着罗马的古老盟友爱杜依人。

正如历史上一直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居住在今天的瑞士境内的海尔维第人是意志坚强、武力强盛、自力更生的民族。他们与日耳曼人进行着永不停歇的战争，双方不断互相入侵对方的边境。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是一位勇敢无畏、野心勃勃、富裕多金的海尔维第领袖。在恺撒出任高卢总督的三年之前，奥尔及托列克斯已经说服他的人民，他们可以凭借英勇轻易地征服更加肥沃的高卢平原地区，从而使他们的帝国扩展到贫瘠、狭小的山区之外，这些山区限制了他们的人口、自豪感和他们在战争中赢得的美名。他们被奥尔及托列克斯承诺的名利煽动起来，着手收集尽可能多的驮畜和车辆，准备带上他们的所有财产和大量粮食搬家，这些粮食既可以用于播种，也可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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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维第人的迁徙路线




奥尔及托列克斯受命去与邻近地区的统治者协商，安排通过他们的领地的行程。不过，对信赖他的人们而言，奥尔及托列克斯并非诚实可靠，他辜负了他的人民兼同胞，反而筹划着为自己和子孙谋求对海尔维第人的君主统治权。由于要被送去接受民众的审判，他的党徒发动了武装暴乱，不过奥尔及托列克斯死掉了（应该是自杀），就此结束了这个事件。

不过，海尔维第人的思想却被大海方向的肥沃土地所诱惑，依然执着于移民计划。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至前59年，他们做好所有准备后，每个人都带上了够用3个月的粮秣，焚毁了他们的12座城镇、400个村子和不计其数的农田，烧掉了他们无法带走的所有粮食，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和住房的每一处痕迹。邻近的几个部落——劳拉契人（Rauraci）、都林忌人（Tulingi）、拉多比契人（Latobriges）和部分波依人（Boii）与海尔维第人联手，同呼吸、共命运。

海尔维第人必须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他们找到了一条穿过塞广尼人的土地，走出他们所在山谷的出路：穿过罗讷河和侏罗山脉之间的山口，也就是日内瓦正下方的埃克吕斯山口（Pas de I'Ecluse）。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难以通行，“单列的车辆通过都很勉强”，这样的道路很容易防守，寥寥数个敌人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拦截。此外，他们也可以在罗讷河南岸行进，穿过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地盘，充当他们和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地盘之间的边界的罗讷河，据说那时许多河段可以徒涉而过，尽管今天不行了。这条河的宽度和流向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变化。日纳瓦（Genava）
[19]

 那时在罗讷河的左岸，是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城镇中距离海尔维第人最近的一个，那里还有一座桥。后一条路线要容易些。海尔维第人有信心说服或是强迫阿罗布洛及斯人让他们通过，因为这个民族刚刚被罗马人征服，境况不佳。公元前58年春，他们全体在罗讷河边集合，共有36.8万人。

在笔者写下这一切的很久之前，所有这些事情就已经传到恺撒的耳朵里了，原因是海尔维第人公开准备这次远征已有两年，而恺撒的强项之一就是收集情报。恺撒还没有做好离开罗马的准备，首都的政治纷争和对新法律的拥护使他无法脱身。他在仔细观察事态，战争正是他所期待的。在三巨头的分赃过程中，恺撒特意选择高卢作为他卸任执政官之后的辖区，他的目的不仅是让罗马免遭未来的侵略，还打算征服这个国度；不过，对他个人同样重要的是为自己建立一支军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对大人物来说组建军队是必不可少的，拥有军队也是他获得持久成功的关键。恺撒的动机不应受到指责，也不应被夸大。他既不是古斯塔夫，也不是华盛顿（Washington）。他为罗马奋斗，罗马就是恺撒。“朕即国家”（L'empire，c'estmoi!）
[20]

 ，即使不是他的行事动机，也是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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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的壁垒和罗讷河的部分河床




公元前58年3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时间不等人，恺撒迅速从罗马赶往日内瓦，据普鲁塔克所言，这趟旅程仅用了8天。山北高卢仅驻扎着1个军团，即第10军团。他立即来到日内瓦，命令普罗旺斯以最快速度召集、装备尽可能多的人马，他立即采取了唯一的可行之策，通过破坏日内瓦城的桥梁来阻挡蛮族前进的步伐。

海尔维第人一听说恺撒来了，便派出了由他们中最显赫的人物组成的使团，要求获得和平穿越普罗旺斯行省的特权——他们没有别的路线可走——并保证在旅途中规规矩矩。不过恺撒回忆起了路求·卡修斯（Lucius Cassius）的往事，公元前107年，与马略共同担任执政官期间，卡修斯兵败身死，他的残兵败将被迫钻了海尔维第人的轭门
[21]

 （yoke），因此恺撒绝不相信他们的和平诚意，决定拒绝这一请求。此外，他意识到这将近40万人的队伍，仿佛一场漫天的蝗灾，如果穿过普罗旺斯，绝不可能秋毫无犯。一旦进入高卢，海尔维第人一定会带来另一个征服者部落，因为他们留下的领土几乎肯定会迅速被这时他们已经征服的日耳曼人填补。尽管如此，恺撒依然希望争取时间来招兵买马和完成准备，故而礼貌地倾听了使节们的意见，并宣布他愿意考虑此事，并邀请他们两周之后的4月13日再来，那时他会做好准备答复他们。很明显，海尔维第人相信恺撒是真诚的。恺撒还表现出会批准他们请求的印象。接下来就是恺撒政治谋略的典型事例。他在治国方略方面是个非常塔列朗（Talleyrand）
[22]

 式的人物。

同时，恺撒以出奇的速度和技巧，沿着罗讷河左岸从日内瓦湖到埃克吕斯山口处的侏罗山脉的间隔构筑了工事。有人猜想这是个连绵不断的防御工事，许多评论家认为，它应该是由一条简单的工事封锁线连接起来的若干筑垒阵地组成的。连绵不断的工事并非必需。恺撒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构筑这样一条防线。罗讷河本身就是拥有内、外护墙的巨大壕沟，足以代替堑壕。恺撒的第10军团，据说有5000人兵力，也许还有相同数量的应征新兵，他们能在上文提到的期限内构筑这条防线，按照《高卢战记》的说法，它有4.5米高、27千米长
[23]

 。据斯托费尔上校估计，3000人用三天就能修好这样的工事。狄奥·卡西乌斯说恺撒加固了最重要的地点，而罗讷河大部分河段的地形已经是天然的防御工事，无须再由人工加强。恺撒有大把事情够他忙的，故而没必要做多余的事情。因此，认为恺撒防线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封锁线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只有正对着艾尔（Aire）、卡尔蒂尼（Cartigny）、阿武利（Avully）、尚西（Chancy）、科洛尼（Cologny）等现代村庄的地点需要修筑工事，原因是这些地方的罗讷河左岸坡度平缓。在这些地段，恺撒将战壕挖到4.5米深，加上河岸上的天然陡坡，整条防线是完整而绵亘的。这些描述并不意味着要在整个区域都有一条修好的防线，地形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整条防线以适当的间隔用工事完善的筑垒阵地加强，这样便能扼守住所有敌人可能使用的渡口或者徒涉地点，这些阵地都用强大的守军驻守。毫无疑问，恺撒将他的军队分别派驻到五个指定地点，他们从那里可以在数小时内轻易集结到任何具有威胁的地点，我们可以推测，他在数个能适合观察海尔维第人动向的地方都部署了观察哨。

奇怪的是，海尔维第人一定看到了恺撒在河谷中修筑防御他们的工事，从而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他的目的，却仍在等候他答复的两周内按兵不动、毫无作为，既没有袭击恺撒尚未竣工的工事，也没有从其他路线前进。也许恺撒在与他们的交涉中表现出的伶牙俐齿，使他们充分相信了他的虚情假意。

4月13日，当使节们再度前来接受答复时，恺撒已经准备就绪，直截了当地告知他们说，罗马习俗不会允许他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他暗示，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他就会被迫动用武力，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鉴于他掌控了局势，他会这样做的。海尔维第人对恺撒的行为气愤不已，他们出动小股部队去试探恺撒的工事，还尝试在夜间从渡口偷渡，不过这些尝试都遭到明显的挫败，他们发现，在白白损失了两周时间和彻底被罗马人耍了之后，他们必须转而启用另外一条路线。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试图去获得塞广尼人的过境许可，长期以来，塞广尼人基本上控制了侏罗山脉及其山脚下的土地，所以获得通过他们土地的许可是必不可少的，鉴于他们仅靠自己是无法使这个请求如愿的，因而他们请求爱杜依人杜诺列克斯（Dumnorix）帮忙为他们斡旋，此人娶了奥尔及托列克斯的女儿，且在塞广尼人中颇有威望。杜诺列克斯照做了，他很快就获得了海尔维第人需要的权利。双方都交出了人质，塞广尼人允许海尔维第人等部族过境，海尔维第人则被禁止沿途劫掠。

恺撒听到了关于这次行动的流言，此外他还听说，海尔维第人正在前往桑东尼人（Santones）的地盘，后者位于海边，大约位于现代的图卢兹（Toulouse）的托洛萨得斯人（Tolosates）的西北方。恺撒决定还要阻止这次迁徙，原因是一个游荡不息、好勇斗狠的蛮族必定会成为罗马霸权的威胁，而且托洛萨得斯人已经是罗马的附庸了。更何况，海尔维第人可能会占据普罗旺斯最好的粮食产地，而自己可能需要这个粮产区，他不会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明确的疆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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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




恺撒正确地估算到，海尔维第人需要数周时间来完成进军的准备工作。他留下了他最信任的副将提多·拉频弩斯（Titus Labienus）代理他的工作，他本人火速赶往山南高卢，组建了2个新军团（第11、12军团），还调来了在阿奎来耶（Aquileia）过冬的3个老军团（第7、8、9军团），率领这5个军团以强行军方式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他的路线是穿过奥契勒姆（Ocelum），翻过日内瓦山，穿过格勒诺布尔（Grenoble）前往里昂（Lyon），这是庞培管理西班牙时开辟的道路。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因山地部族的阻挠而造成的困难，虽然这些山南高卢的部族遭到了削弱，不过他们依然自行其是，尽管他们守住了山口的几处要害，但恺撒还是用数场巧妙的遭遇战击败了这些蛮族，率领他的5个军团安然抵达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地盘，在今天的里昂附近渡过了罗讷河，到达塞古西阿维人（Segusiani）的领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内完成的。他仅用了7天，就从奥契勒姆到达了获孔几人的地盘——大致位于现代的格勒诺布尔，就是说，在崎岖的仅供骡子通行的山路上每天大约行进24千米。此时距离拒绝海尔维第人的要求、组建部队和率部进抵罗讷河已经过去了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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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维第战役相关地域图




的确，海尔维第人耗费太多的时间进行谈判以确保他们通过埃克吕斯山口，而他们在带上全部家当的实际行进中消耗的时间更多。但是，一旦他们越过了这个天然屏障，他们的行进速度就加快了，他们穿过塞广尼人的土地，到达了爱杜依人的地盘，以最酷烈的方式进行劫掠以报复恺撒对他们的显而易见的背信弃义。爱杜依人和他们的亲族安巴利人（Ambarri）都居住在罗讷河以北，他们向恺撒求援，宣示他们与罗马的古老友谊，以及此时发生的灾难。阿罗布洛及斯人也来求援，向恺撒证明他们损失惨重。这些部族都是罗马的附庸。按照地形走向的判断，海尔维第人应该会沿着罗讷河前往现在的屈勒（Culoz），继而杀过乡村前往阿拉河，到达今天的特莱武（Trevoux）附近。当我们考虑到他们有约36.8万男女老少，还有1万辆车组成的辎重车队（因为至少运载够用3个月的储粮）必须穿过只能单车通行的狭窄隘口，行进缓慢是理所当然的。依靠他们行动缓慢这一重要因素，恺撒得以在意大利组建了军队。他决定刻不容缓地进攻和惩戒海尔维第人，并且告诉求援者们，他们可以依靠他的庇护。不过他要求他们提供若干军队，尤其是他所没有的骑兵。

颇为奇怪的是，恺撒在他指挥高卢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完全依赖本地的骑兵，更加奇怪的是，他将骑兵部队交给了当地酋长指挥。后一件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过，这样做并不总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也总会有危险相伴。实战证明，高卢骑兵比他们的罗马同行要优秀得多，他们是一群杰出的战士。




[1]
 译注：今索恩河。



[2]
 译注：中文版《高卢战记》将“Helvetii”译作“厄尔维几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8年，法国占领下的瑞士成立了“Helvetic Republic”，大多数中文史料译作海尔维第共和国，考虑到海尔维第共和国的名气更大，本文将“Helvetii”译作海尔维第人。



[3]
 译注：一译山外高卢，又称远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



[4]
 译注：马赛在古代叫马西利亚（Massilia），为了便于阅读，本文译作马赛。



[5]
 译注：在本书关于高卢战争的部分中，译者尽量采用商务印书馆的《高卢战记》的译名。



[6]
 译注：这是法国维埃纳不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7]
 译注：今法国贝桑松。



[8]
 译注：今法国欧坦附近。



[9]
 译注：奈波高卢行省的简称，以其首府在奈波城（Narbo）得名，在今法国纳博讷。



[10]
 译注：今法国图卢兹。



[11]
 译注：罗马七山之一，由于设防坚固，卡皮托山也是罗马的一些要害部门和国库的所在地，美国的国会所在地国会山，叫作卡皮托山（Capitol Hill）就是用了这种引申含义。敌军入侵时，卡皮托山也往往是罗马军民最后坚守的壁垒。



[12]
 译注：今法国阿登（Ardennes）。



[13]
 译注：今马恩河（Marne）。



[14]
 译注：今塞纳河。



[15]
 译注：见《高卢战记》第一卷第一节。恺撒认为文明世界出产的各种商品会令人萎靡不振，削弱尚武精神，比尔吉人地处边远，与商人接触最少，所以最为尚武好斗。



[16]
 译注：今加龙河。



[17]
 译注：古代西欧原始宗教的神职人员。



[18]
 译注：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尼普顿，分别对应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Ares）和海神波塞冬（Poseidon）。



[19]
 译注：今瑞士日内瓦。



[20]
 译注：17—18世纪著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



[21]
 译注：意大利习俗，军队战胜后，往往强迫战败者列队低头钻过轭门（jugum）作为投降条件之一，这是用两支长矛分开插在地上，顶上再横扎一支，像足球门那样的一个架子，钻轭门常被失败者认为奇耻大辱。卡修斯是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当这一年海尔维第人中的一支南下企图进入普罗旺斯行省时，卡修斯率领军队赶去阻截，中埋伏而死，他的部下也大部分被歼灭，只少许残余在副将盖乌斯·朴庇留斯·莱纳斯（Gaius Popillius Laenas）的率领下，钻了轭门后得以离开。



[22]
 译注：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外交家、政治家，以“足智多谋、两面三刀”著称。



[23]
 译注：本书中的“feet”、“mile”都是罗尺、罗里，本书折算成公制单位，下文都照此处理，不再提示。








第五章


阿拉河和毕布拉克德之战（公元前58年6月）

渡过罗讷河之后，恺撒扎下了一个营盘，它很可能位于萨东艾（Sathonay）高地上，在它的北面是海尔维第人，他们控制着阿拉河的一段河道。可能就是在这里，从日内瓦防御工事出发的拉频弩斯与他会师了，现在那些工事已经没必要防守了，会师让恺撒有了6个军团，合计3万人，而爱杜依人和他的普罗旺斯行省给他提供了大约4000名骑兵。现在，他已经做好展现自己勇气的准备了。

恺撒已经学会派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侦察兵探测敌情，这些侦察兵们很快就为他带回了情报：海尔维第人正在乘坐船只和筏子悠闲地渡过阿拉河。那时候，索恩河的某些河段的流速与今天一样缓慢，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其流向。在其中一个地方——今天的特莱武以北，海尔维第人正在乘船摆渡，因为他们还没聪明到能在河流上修筑桥梁的程度。恺撒立即出发前往该地区。他派出间谍去确定敌人的动向，然后很快就得知他们四分之三的兵力——三个部族——已经渡河，还有一个部族的队伍仍留在左岸。这正是恺撒的机会。午夜时分，他率领第7、8、9军团一直行军至拂晓6时，走了大约18千米，抵达了左岸敌人正在渡河的地方，然后迅猛杀向猝不及防的海尔维第人，出其不意的奇袭消灭了大部分敌人，其余敌人四散奔逃，惊恐万状地遁入附近的森林，此时是6月初。一个奇妙的巧合恰好与这个惨遭屠戮的部落——几古林尼人（Tigorini）有关，他们的家乡在今天的苏黎世（Zurich）附近，正是他们打败并杀死了卡修斯，皮索也在这场灾难中命丧黄泉，而后来与恺撒联姻的正是皮索的家族。这场败仗令海尔维第人元气大伤，不过还剩下一些事情，例如还有28万人需要处理，其中7万人是武士；他们还有大量粮秣。后人对战役地点的发掘，清楚地显示这里有大量男女老少的遗骸，有些被烧成了灰，但是全部被匆匆埋葬，还有破损的武器和装饰品。

[image: ]
◎ 萨东艾营盘




恺撒立即在战场附近的阿拉河上架桥渡河。整个行动就发生在海尔维第人的眼皮子底下，令人吃惊的是，海尔维第人本来应该毫不费力地进行阻挠的事在《高卢战记》中居然只字未提。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严密监控他。无疑，恺撒在河上拥有船只，在他的大军背后运输粮草，这一切都加速了整个战斗进程。其他3个军团很快离开萨东艾营盘与他会师。海尔维第人惊愕地看着恺撒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他们耗费20天才完成的工作，他们再次向他派出了使节，表达了他们对和平的渴望，并将到恺撒允许的任何地方去定居，如果恺撒拒绝，正如罗马人通过切身体验而充分了解到的，他一定会记住海尔维第人是勇猛无畏、人数众多的民族。恺撒答复道，海尔维第人如果愿意派出人质担保，那么他愿意与他们讲和；但是使节傲慢地答道，他们习惯于接受而非交出人质，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海尔维第人并不急于开战，他们宁愿执行原先的计划，尽管他们一定切身体会到了恺撒消灭他们四分之一同胞的那次打击。次日，他们拔营启程，打算继续前往桑东尼人的领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能径直向西前进，因为在他们与目的地之间是一片山区，其中有两条泾渭分明的山脉。他们向西北进发，以便前进到索恩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分水岭的最低点，在此处翻山再向西挺进。

恺撒并不准备与敌人开战，因为他们与恺撒自己的队列都或多或少地被局限在阿拉河和群山之间的局促空间内。缓慢而坚定的追击是他眼下的唯一方案，他把麾下由爱杜依人杜诺列克斯指挥的高卢骑兵派去侦察对手的行踪。一两天后，一队500人的海尔维第骑兵袭击了这队人马，虽然杜诺列克斯对他们拥有8:1的绝对人数优势，但还是战败了而且蒙受了相当大的伤亡。在这场轻易得手的胜利的鼓舞下，海尔维第人开始进行不断的后卫战斗。

恺撒持重谨慎。对他来说，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还是新鲜事物。那时的战争艺术教育并不同于我们现在称为“大规模作战”的东西。他从前辈的历史中，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光辉业绩中，汲取了所知的一切，这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智慧。恺撒依然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兵力还不足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他明智地不受一般性的交战规则的限制。但是，他尽其所能阻止海尔维第人劫掠和筹粮；与对手保持大约8千米的距离，亦步亦趋地尾随了15天。

恺撒正被带离阿拉河沿岸，补给问题日益严重。对他来说，溯河而上运输粮食是难以为继的，周边的庄稼还没有成熟，这个季节的粮草供应颇为有限，而且被数量巨大的敌人消耗掉了。爱杜依人虽然同意向恺撒供应大量粮食，但在恺撒多次索要之后还是没有送到。看起来，受到前文提到的正在恺撒军中效力的杜诺列克斯派遣的代表的煽惑，爱杜依人不愿供应粮食，唯恐恺撒在他们的帮助下解决了海尔维第人之后，再转头剥夺他们的自由。杜诺列克斯急切地想看到恺撒受挫，因为罗马人妨碍了他的扩张计划。事实上，在后来与海尔维第人骑兵的交锋中，他扮演了叛徒的角色，他在进攻中率先退却，造成了罗马人在战场上的损失。恺撒怀疑一切都不对劲，他把一些爱杜依人的首领召集起来，发现了问题所在。恺撒很想拿杜诺列克斯说事，但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以免后者的属民会感到委屈而与他断绝同盟关系，在杜诺列克斯的兄弟狄维契阿古斯为之求情时，恺撒假装宽恕了杜诺列克斯，狄维契阿古斯是恺撒的好朋友，也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不过，恺撒决定监视杜诺列克斯，以免他把事情闹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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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伦附近的行动




在今天的圣瓦利耶（St. Vallier），海尔维第人向西前往里杰尔河（Liger）
[1]

 河谷，他们打算沿着这条河进军，然后在德西兹（Decize）渡河。恺撒的侦察兵汇报说，海尔维第人在行军途中，在大约11千米外的一座山丘的山脚下安营扎寨（距土伦
[2]

 不远），恺撒终于等到了有利于发动进攻的机会。他仔细侦察了通往那座山的路线，在午夜后派遣拉频弩斯带着两个军团和向导，绕路登上了那座山丘的山顶，迂回到了海尔维第人的后方，而他本人率领另外四个军团，以骑兵为先导，在天亮前很早就出营迫近敌人的战线。这个计划策划精准、执行周密，获得了彻底的成功。

实际上，拉频弩斯在海尔维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达成了战术目的。恺撒的胜利似乎十拿九稳了，他挺进到距离敌军不到2.2千米的地方。不过，孔西第乌斯（Considius）这位优秀且经验丰富的军官、苏拉的老参谋之一，当时被恺撒派去指挥先锋侦察兵，不知为何失去了理智，给了统帅错得离谱的信息，他说是海尔维第人而不是罗马人占据了山顶，他自我想象认出了敌人的武器和旗帜。这个报告使得恺撒相信拉频弩斯没有抵达他的作战位置，他不愿在没有达成伏击的态势下发动进攻。因此，副将和统帅没有协同好，丧失了立即获胜的机会。恺撒撤退到了毗邻的高地，在那里组建了战线，静候敌人的进攻。受命抵达山顶的拉频弩斯没有继续前进，仍在山顶等待恺撒下达进攻命令。直到天色将晚，恺撒才了解到真实情况，而在此期间，敌人已经撤离。

恺撒没有亲自进行侦察的习惯，即便在重要的战役中也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从很多与此役相似的战例中看到这一点。在搜集情报方面，他始终如一、小心谨慎和精明干练，在所有的伟大统帅之中，他似乎最依赖别人的侦察，在这个和下文将要叙述的战例中，他亲自侦察可能会更有成效。就这样从埋伏圈中逃脱之后，海尔维第人对恺撒没有进攻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进攻恺撒的坚固营寨的打算。

渡过阿拉河之后，海尔维第人已经行进了两周，每天能走11千米。此时是6月底。恺撒发现军队粮食短缺，而爱杜依人的后勤工作依然进展缓慢，恺撒决定于次日撇开海尔维第人，直奔毕布拉克德
[3]

 。

人们倾向于认为毕布拉克德位于欧坦，不过在伯夫赖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高卢人习惯于把他们的城镇建立在高地上，就像及尔哥维亚（Gergovia）或者阿来西亚（Alesia）那样；如果在平原上建城，它会由河流或者湿地环绕起来，例如阿凡历古姆（Avaricum）。他们不太可能将首都和最大的城市毕布拉克德建造在山脚下，即今天欧坦所在的位置。有数条古代道路以伯夫赖山为中心，而山顶也布满了城镇的废墟，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爱杜依人的毕布拉克德城。

恺撒距那大约有27千米，他认为能找到大量食物。分发粮饷的时间通常是每15天1次，每个人可以领到11公斤小麦，此时距离下次领粮饷只有2天了，士兵们的补给即将告罄。

罗马阵营中的一个高卢骑兵的逃兵将恺撒的动向告诉了海尔维第人，海尔维第人将恺撒的机动理解为撤退。海尔维第人认为恺撒害怕进攻他们的想法，由于恺撒放弃追击而变得更加坚定，他们没有继续向卢瓦尔河谷挺进，而是转头企图进攻恺撒，切断他撤退的路线。他们开始采用更加大胆但零星的攻势去骚扰罗马人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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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布拉克德战役




他们的行动与恺撒的想法一致。恺撒决定给予他们会战的机会，在到达毕布拉克德之后他就占领了一处高地——斯托费尔上校似乎已经确定战场位于土伦附近。恺撒在这里集结了他的部队，把骑兵派到前方去阻挡敌人过于快速的进攻，敌军大约有7万名武士，而恺撒的军团士兵在3—3.6万人之间，也许还有2万名辅助部队（阿庇安
[4]

 说他们是高卢山民），还有4000名骑兵。

恺撒将他手下的4个老军团（第7、8、9、10军团）部署在半山腰上，排成三行横队，第11和第12军团这2个最近在山南高卢组建的军团，以及所有的辅助部队则部署在后面的山顶平地上，全军的行李都安顿整齐，交给他们看管。在这里，与其他战例一样，恺撒拒绝将新军团放在战斗位置上，而是将他们部署在后方。这里说的行李（sarcinae）是士兵们随身携带的行囊物品。如此之后，各个军团就可以轻装上阵。至于辎重车队（impedimenta）的位置，史料只字未提。

这三条战线绝不能与布匿战争时期古老的三线阵型混为一谈，即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的列阵方式。正如上文已经解释过的，此时的步兵大队组成了一条战线。恺撒使用的二或三条战线是分开、独立部署的，每个军团都以步兵大队为单位部署成三条战线。海尔维第人把他们的车辆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部署在恺撒阵地对面的低地上，在打退了罗马的同盟骑兵之后，排成了方阵——这是所有蛮族要打硬仗时的惯用阵型——以密集队形迫近罗马军队。他们将盾牌连起来排成龟甲阵，前排、侧翼和头顶都排起盾牌，这样就能抵挡住第一轮标枪齐射，在决心大战一场的声势中发起进攻。

恺撒用惯常的战前演讲（allocutio）动员他的部下。为了再次鼓励部下，让部下感到自己打算与他们生死与共，恺撒跳下了马背，并且强迫其他骑马的军官也这样做。恺撒可能不大信任某些新军官的坚定之心，他还不太了解他们。与军团共存亡的举动意味着：“我会留在这里与你们一起战斗，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逃跑工具。”此举与军官们在战斗中下马相反，正如在现代的火枪时代有时会发生的那样
[5]

 。罗马的第一条战线正在等候海尔维第人发动进攻，并从他们所在的高地投掷标枪。标枪在海尔维第人的方阵中成功撕开空隙之后，他们立即手持利剑向蛮族发动冲锋。接着，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许多海尔维第人的盾牌被罗马标枪击中，铁质的枪尖随之弯转，人们很难将标枪从盾牌上拔下来，盾牌随之也变得笨重起来，以至于蛮族们被迫扔掉了盾牌。

这个时代的标枪的长度略少于2米，其中一段是长而柔韧的带有倒钩的长刃。它们能被投掷出90—120米；当它被投掷到龟甲阵上时，通常能把两个盾牌钉在一起，令它们失去防护作用。尽管海尔维第人的初次攻势遭到遏制，却也展现了他们的勇猛——强悍的海尔维第山民一贯如此。他们扔掉了盾牌，令罗马人杀戮更方便，经过长时间的苦战，海尔维第人不得不缓慢但坚定地退出了战场。海尔维第人没有斗志崩溃或士气低落，井然有序地撤退到1200米外的一个高地上。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重整旗鼓。

两个新军团和辅助部队依然留在后方看守辎重车队。那些老军团追赶撤退的敌人时，推进到了海尔维第人的后卫所在的地方。海尔维第人中包括了大约1.5万名波依人和都林忌人盟军，他们部署在可以保护高卢辎重车队驻车营地的地方。此时，这支部队正位于罗马人的后方，他们看到海尔维第人的主力主战线又向前推进，便爆发出了欢呼，火冒三丈地向罗马军团猛扑过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继续战斗。恺撒说，他们冲向了自己“暴露的侧翼”（exposed flank）。“暴露的侧翼”也许等同于1861年的术语“伪装炮位”（masked batteries）。需要记住的是，古代军队的右翼总是较弱的侧翼，因为士兵一般用左臂执盾，而部队右侧的士兵的身体没有盾牌保护，因此右翼经常被称为“暴露的侧翼”，而罗马军团总是对这一侧翼感到不安。解释战败或暗示战术风险的一个简便方法就是提及“暴露的侧翼”遭到打击。因此，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的“预备兵”，再次出现在这篇文字之中。

恺撒被迫组建两条战线来对付这场两线进攻。为了迎战后方的波依人和都林忌人，他面向第三战线的战旗指挥作战，用前两条战线抵挡海尔维第人发动的新一轮进攻。形势岌岌可危，但他还拥有两个军团的预备队，恺撒将交战的战线退回原地。有相当长的时间，胜利的天平摇摆不定。海尔维第人绝不放弃战斗，尽管力有不逮，但经过漫长的苦战，罗马军团终于将敌人赶回他们第一次退往的那座山丘，并且迫使他们的后卫盟友部队退往辎重车队那里。海尔维第人像英雄一样战斗。在整场战斗中，从中午到黄昏没有一个人向对方露出过后背。此时，为了占据辎重车驻车营地，双方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深夜。敌人从车里投射武器，藏在车轮之间用长矛刺击罗马人，妇女和小孩也参加了战斗。经过全力以赴的战斗之后，罗马军队才最终夺取了驻车营地。这是一场大胜，在蒙受了惨重伤亡，只剩下13万人之后，海尔维第人四散奔逃，恺撒没有发动追击。拿破仑说，恺撒的骑兵在这个多山的国度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愿追击是因为恺撒缺乏经验而小心谨慎，而非他认为追击没用。

恺撒的临机应变和战斗精神都配得上最高的赞美，不过他可能会因将战线推进得离他的预备队太远而遭受批评，此举容易导致其侧后遭受攻击。不到两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就能守卫这个筑有工事的行李存放地，如果两个军团中的一个能像在法萨卢（Pharsalus）
[6]

 战场上那样，投入到一条追加的战线上，胜利的取得将会更加迅速，而且代价小得多。海尔维第人的损失非常沉重，但整个民族中的很大一部分逃脱了血光之灾。经过四天四夜的行进，这些海尔维第人抵达了林恭内斯人（Lingones）
[7]

 的地盘上，他们希望在这里获得粮食和安全。根据恺撒通过信使传递过来的布告，如果哪个部落窝藏这些罗马人民的公敌，或与之进行交易，那就会与海尔维第人一样被罗马人民视为敌人，因此林恭内斯人拒绝与这些脚疼腿软、饥肠辘辘的蛮族进行任何接触。身处最惨痛灾难中的海尔维第人立即派出信使哀求和平。

恺撒在毕布拉克德或者战场附近停留了三天以掩埋尸体、医治重伤员。关于他的损失没有留下记载，估计损失肯定非常大。第四天，他追逐海尔维第人，进入了他们在附近建造的营地，接待了海尔维第使者，我们可以想象使者的言辞肯定没有上一次那么傲慢了。针对海尔维第人提出的请求，他提出条件是：遣送人质，交出他们的武器以及若干逃出罗马军营投奔他们的奴隶。答应了恺撒的要求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恺撒向他们送去了食物，不过，他们被迫返回自己的家园，重建自己的城镇和村庄，直至他们完成这些工作为止，而阿罗布洛及斯人得到的指示是向他们供应粮食。佛罗鲁斯（Florus）
[8]

 说，恺撒“像牧羊人把畜群赶回羊圈一样，将这些人赶回他们的老家”。海尔维第人的一支，6000名维尔毕琴纳斯人（Verbigeni）试图逃往日耳曼尼亚
[9]

 ，他们在试图穿过某些部族的领地的时候，被那些遵从恺撒命令的部落拦住去路，抓了回来，“都被当作敌人处理了”。毫无疑问，他们被当作奴隶出售或者屠杀掉了——这是玷污了恺撒光辉的战役篇章的无谓的残酷行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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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恺撒（梵蒂冈博物馆）




有些人将这场战役的地点大致定位于屈西拉科隆（Cussy la Colonne），这个地点并不符合《高卢战记》上关于地形的记载。拿破仑三世认为战场在更靠近毕布拉克德的地方，而斯托费尔的研究是最新且最可靠的。

在海尔维第人的营地里发现了用希腊字母书写的清单，显示海尔维第人总共有36.8万人，他们都是离开故土的海尔维第人及其盟友，其中有26.3万名海尔维第人、3.6万名都林忌人、1.4万名拉多比契人（Latobrigi）、2.3万名劳拉契人、3.2万名波依人。这些人中有9.2万名战斗人员。根据恺撒的人口统计，返回故土的海尔维第人只有11万人，其余的人在迁徙、战斗或屠杀中丧生或者逃散了。在逃散者中间，很多人可能最终还是回到了海尔维第亚（Helvetia）。身材高大的波依人被允许定居在愿意接纳他们的爱杜依人中间。

恺撒率领一支大军打的第一场战役，展现了他的伟大冲劲和帅才，以及因缺乏自信而造成的某种谨慎持重。海尔维第人缺乏团结和行动迟缓，对恺撒的胜利贡献良多。如果他们更清楚自己的优势，也许会大大阻碍恺撒的行动。对于一场首战来说，恺撒的表现和战果肯定是优秀的。

恺撒在托内尔附近安营扎寨，在这里一直逗留到仲夏。




[1]
 译注：今卢瓦尔河。



[2]
 译注：这个土伦（Toulon）不是地中海岸的那个著名的同名港口，而是位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



[3]
 译注：伯夫赖山（Mt. Beuvray），今法国欧坦（Autun）附近。



[4]
 译注：阿庇安（约95—约165年），古罗马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史》。



[5]
 译注：作者的意思是，在火枪时代骑马的目标太大，准备逃跑的军官会下马，步行逃离。



[6]
 译注：指公元前48年的法萨卢之战。



[7]
 译注：今法国托内尔（Tonnerre）附近。



[8]
 译注：佛罗鲁斯（74—150年），罗马帝国时期史学家、演说家、诗人，著有《罗马史纲要》。



[9]
 译注：日耳曼尼（Germany）、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英语中的德国（Germany）是一个词，但在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远比今天的德国大得多，包括中欧、东欧、北欧的大片土地。








第六章


与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战争（公元前58年8月至9月）

辉煌的海尔维第战役之后，高卢人在恺撒的允许下召开了全体部族大会——整个国度都派出使节寻求胜利者的善意。现在，高卢人发现了这个罗马执政官的与众不同。在向恺撒求助的人中，有以爱杜依人狄维契阿古斯为首的几位爱杜依、塞广尼和阿浮尔尼人的使节，他们强烈要求恺撒帮助他们对付（居住在莱茵河对岸）日耳曼人的国王阿里奥维司都斯（Ariovistus），称其为“一个粗野、任性、残暴的人”。这位日耳曼酋长似乎曾被请来帮助塞广尼人和阿浮尔尼人对付他们国内的敌人——爱杜依人。阿里奥维司都斯强行夺取了他们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作为酬劳，现在，阿里奥维司都斯又把他们从另三分之一土地上赶走，以安置自己新迁过来的臣民，其中已经有12万人渡过莱茵河，定居在更加肥沃的高卢土地上。这并非是他们唯一的抱怨，阿里奥维司都斯还抓走了所有贵族的孩子作为人质，并极其残酷地对待这些部族。爱杜依人受到的压迫尤其暴虐，他们甚至被迫发誓，不能抱怨他们承受的痛苦，也不能向罗马求援，乃至要求归还他们的人质。

苏威皮人是日耳曼各族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他们被划分为100部，每部每年提供1000人参战、1000人务农，交替耕战，在家耕种的人供养外出作战的战士。他们身材魁梧、斗志顽强、强壮野蛮，蔑视其他所有族群。据说，他们的土地被无人区环绕——他们破坏邻居的所有土地。两座辽阔的森林从莱茵河一直向东延伸，分别是厄尔辛尼亚（Hercynian）和巴钦尼斯（Bacenis）森林。厄尔辛尼亚森林覆盖了从多瑙河到美因河（Main）之间的土地，巴钦尼斯森林大体上是今天的图林根森林（Thüringerwald）。苏威皮人住在巴钦尼斯森林的南面。

恺撒对允许日耳曼部落在莱茵河上随意进行大规模人口迁徙而会带来的危险当然颇为敏感。因为在移民成功的鼓励下，日耳曼人可能很快就会扩散到高卢，抵达普罗旺斯，继而从那里前往意大利——就像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曾经干过的那样。普罗旺斯与塞广尼人之间仅隔着一条罗讷河，他们在塞广尼人的土地上挖掘了壕沟。另外，爱杜依人长久以来是罗马人的“亲戚”，理所应当得到保护。恺撒已经下定决心征服高卢，对面临的问题他不太可能认识不足。作为初步措施，将日耳曼人驱逐出高卢势在必行。他的思维方式中不存在半途而废，他来到高卢也不仅仅是为了以老旧的方式保护罗马的领土和利益，他为征服而来。作为一位军人，他认为解决高卢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快刀斩乱麻；而作为政治家，他意识到这也许是通向未来伟大事业的垫脚石。恺撒拥有权力、军队和发动战争的意志，只差一个发动战争和征服高卢的理由。研究这些问题不大符合本书的初衷，我们将尽量着重于军事事件的走向。

恺撒派信使到阿里奥维司都斯那里，提议双方进行一次会晤，阿里奥维司都斯可能身处今斯特拉斯堡（Strasburg）附近的莱茵河畔，正在得里布契人（Triboces）中召集军队。阿里奥维司都斯回话说，当他想见恺撒时自然会去找恺撒，如果恺撒想见阿里奥维司都斯，就应该自己赶来；他看不出恺撒与他所征服的那部分高卢土地有什么关系，正如他不应该冒险进入恺撒管控的那些土地一样。这些言辞颇为大胆，但其中确实包含着真切的勇敢色彩。恺撒以一个罗马人的傲慢答复了对方，他答复道：令他感到惊讶的是，阿里奥维司都斯这个被罗马元老院称为“国王和朋友”的人会拒绝举行会晤的提议，他要求这位首领不要再带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了，也不得夺取土地，应立即交还爱杜依人的人质，并停止与高卢的战争；如果阿里奥维司都斯照办，那么恺撒、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仍会视其为朋友；如若不然，恺撒将遵循保护爱杜依人以及罗马共和国的其他盟友的指示，毫不迟疑地着手处理此事。对于这个最后通牒，阿里奥维司都斯答复道：他在战争中征服了爱杜依人，并完全按照罗马人对待他们征服的部族的方式要求爱杜依人称臣纳贡；他也不会交还爱杜依人的人质，如果爱杜依人不纳贡，他会强迫他们这么做，至于他们的罗马“亲戚”头衔，则一文不值。在答复的结尾，他发起了挑衅，他宣布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将被他消灭。毫无疑问，恺撒遇到了与他一样具有攻击性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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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河和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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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阿里奥维司都斯进军




我们并不清楚法律授予恺撒的权限有多大，罗马的行省总督在没有元老院明确许可的情况下，通常是被禁止离开他们的辖区的，不过高卢总督被授予或者承担了更广泛的权力，并被期望保护罗马人民的盟友。实际上，除了三巨头中另两位同僚发挥的影响之外，恺撒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那种影响只会在事关罗马国内政局的时候才会产生。

恺撒获悉，就在日耳曼人蹂躏爱杜依人的土地之时，还在莱茵河右岸正对着德来维里人地区的大批苏威皮人马正在做渡河准备。恺撒决定在阿里奥维司都斯获得任意援军之前就发动进攻。因此，在向他的人马分发粮饷和囤积了足够的粮秣之后，恺撒在8月初从托内尔附近出发，向阿拉河上游地区强行军，那里正是阿里奥维司都斯藏身之处。后来，这里有一条从托内尔通往朗格勒（Langres）的罗马道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此前这里有一条高卢小径或大路，而恺撒使用的就是它。在今天的朗格勒附近，他获悉阿里奥维司都斯正在前去夺取杜比斯河（Dubas）
[1]

 畔的维松几阿，也就是塞广尼人的首都。此地储存着大量物资，位置优良，对所有掌握它的人来说都相当重要。恺撒担心阿里奥维司都斯比他距离维松几阿更近，所以选取了途经沃苏勒（Vesoul）和贝尔福（Belfort）直插莱茵河的路线。恺撒日夜兼程，抢在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前赶到了维松几阿，并在城中部署了守军。《恺撒战记》对维松几阿的叙述非常清楚，它的位置绝不会弄错。“地势险要，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特别利于战守，杜比斯河差不多像圆规画的那样绕整个市镇一周，只留下一个缺口没有包合，长度不到1600罗尺（480米），恰巧有一座极高峻的山封闭着这个缺口，这座山的两面山脚，都一直伸到河边。”在清晰明了方面，没有哪部军事叙述文比《恺撒战记》做得更好，它的精准描述和简洁风格罕有其匹。

[image: ]
◎ 维松几阿




显然，恺撒在搜求信息方面很积极，罗马人在这方面往往很松懈。就像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等所有伟大统帅那样，恺撒的军队前方总是散布着伸向前方的侦察搜索触角。恺撒总是能获得关于他要入侵和对付的国度、人民的丰富知识。他使用间谍、逃亡者和侦察部队获取情报，后者主要依靠当地骑兵。在此方面，罗马骑兵比不上高卢骑兵，而恺撒总有办法保证高卢骑兵几乎始终如一的忠诚。

得知恺撒正在逼近自己，阿里奥维司都斯停下了前往维松几阿的步伐，他认为留在靠近他能从莱茵河对岸抽调援军的地方比较明智。此外，在莱茵河附近，也就是靠近今天的上阿尔萨斯（Alsace）的地方，那里的地形更便于他的骑兵行动。

恺撒在维松几阿逗留了数日。在这里，有一个可怕的危险笼罩着他——这充分显示出罗马军团的士气下降得有多厉害。军中有许多军团指挥官和主管官员（praefects），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志愿军官，他们因为友谊、寻求刺激或者利益而追随恺撒，出于政治或者个人动机而获得了职权，不过他们是没有经验的军人，缺乏军队中少数人拥有的那种坚毅，除非他们把拿起武器打仗当作一种生意。许多“度假士兵”听说过日耳曼人的魁梧和勇猛，还听说过他们前方路途的凶险，他们对此感到畏惧，何况这些传说得到了连异常悍勇的海尔维第人都害怕条顿人的这一事实的证明，他们恳求恺撒允许他们返回意大利，每个人声称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原因。即使那些愿意留下来作战的人，也与我们往往称作“罗马人”的人一样少：


但他们既掩饰不住愁容，也抑制不住眼泪，只是躲在营帐中，抱怨自己的命运，或者和他们的熟人在一起，为共同的危险而悲叹。全营的人都在签署遗嘱。不久，就连军事上颇有经验的人，如兵士们、百人队长们，以及带领骑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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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因这些人的传说和恐惧而感到惶惶然了。其中那些想把自己打扮成并不胆怯的人则伪称他们不怕敌人，他们担心的是路途险狭，横亘在他们和阿里奥维司都斯之间的森林又很辽阔，怕军粮供应不上。甚至还有些人告诉恺撒说，如果他下令移营拔帜前进，士兵们不会听从命令，因为他们害怕，不敢前进。


不满情绪正蔓延到军官阶层，甚至有造成最严重后果的危险。恺撒明白事态的严峻，展现了自己的坚强意志。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所有百人队长都应邀参加，他使用惯常的能力和理性，而不是使用他作为指挥官的权力去强迫他们就范，他向他们介绍了道路、粮食的状况，敌我双方的技能和勇气，从而得出结论：他应立即向敌人进发，如果其他军团不跟随他行动，那么他就带着他最宠信的第10军团独自出击。不过他说自己不相信其他部队不敢出征，他举了马略的例子，马略及其祖先曾经击败了同样的日耳曼人。我们从丰富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恺撒的说服力很强，他立即改变了情绪的导向。欢呼雀跃代替了灰心丧气，正面情绪占据了上风，各个军团都表达了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第10军团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立即大声宣布他们愿意追随恺撒到天涯海角，声称他们从未考虑过反对统帅决定军队行动的权利。

这件事和其他类似事件，不仅表明罗马人的天性与世界各地、各时代的人性并无二致，也说明军队最关键的素质是服从。这些部队还没有坚强到足以参战，有时会表现得与民兵或没有经验的志愿者一样。还有一种可能是，恺撒本人对履行司令官职责还缺乏经验，他没有让部队充分忙于演习和营地勤务，以防止他们把空闲时间浪费在愚蠢的闲言碎语上。无法确定《高卢战记》对不满情绪的描述做了多少夸大，以突出恺撒的口才和道德力量，但是枯燥的事实一定是与书中所言一致的。恺撒举措得当，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就平息了事态。

如果恺撒从维松几阿直插莱茵河过去，就必须翻越侏罗山北麓。这条路线中沿着杜比斯河河谷的那一段路极为崎岖，有一部分是连续的羊肠小道，比今天更加林深树密，也更难走。不过，狄维契阿古斯向他指出另外一条向北迂回的道路，这条路上的杜比斯河可以涉水而过，他可以在相对开阔的原野上行军，到达莱茵河谷起伏的平原，而不用担心遭到伏击。经常表现出聪明、有用的狄维契阿古斯，已经在军队前方勘察过这个地区，他发现这次因迂回而多走的路程不会超过75千米。到8月的第三周快结束的时候，恺撒沿着这一路线向敌人的方向行军，在七天内抵达阿里奥维司都斯藏身处附近，据他的情报来源，后者大约在36千米外。除非恺撒的行军速度远低于常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停走走，否则他肯定能在七天内行进至少127—135千米。这样他会越过通常被认定为与阿里奥维司都斯交战战场的贝尔福，到达塞尔奈（Cernay）附近，这是戈勒的看法。吕斯托错误地认为萨尔河（Saar）上游为即将到来的会战的战场。

由于没有预料到恺撒能迅速赶来，阿里奥维司都斯本人要求举行一次会晤，他要用这种方法使恺撒相信日耳曼人已经变得更加理智了，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两位将军在两军营地之间的平原上的一个光秃秃的山丘上会晤，双方只由骑兵护送。贝尔福附近没有大平原，这是我们将会晤地点定位在更东处的另一个原因。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恺撒几乎不信任他的高卢骑兵，“把所有高卢骑兵的马都抽出来”，交给他最宠信的第10军团，这样他们就能陪同他前往了。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成为精锐骑兵了。抵达会晤地点时，他们在距离山丘300米的地方列阵，阿里奥维司都斯的骑兵部署在山丘另一侧的类似位置上，每位指挥官都在10名骑兵的陪同下参会。

根据恺撒希望我们从《高卢战记》中得出的结论，这场会晤远远没有取得任何好的结果，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举止极其傲慢，令人恼火。但在《高卢战记》中也展现了阿里奥维司都斯的发言的合理性。他声称自己也拥有与罗马人一样征服一个高卢行省的相同权利，并且有权用同样手段征收贡赋；他否认了进一步征服高卢的企图，并且同意如果恺撒接受“不干涉”方针的话，他也会照方抓药。《高卢战记》也指出，阿里奥维司都斯的骑兵背信弃义，袭击了恺撒的卫队，“向我军投射矢石”。恺撒禁止他的手下还击，以免受到谴责，于是退出了会晤。阿里奥维司都斯的背信弃义大大激发了各军团的斗志。两天后，阿里奥维司都斯再次要求举行一次会晤或是派出使节，恺撒的回应是派遣两位军官去见阿里奥维司都斯，阿里奥维司都斯逮捕了这些军官，并将他们囚禁起来，尽管其中一人是高卢人，而另一位曾受过他的盛情款待。

与此同时，阿里奥维司都斯迫近到距罗马人不到9千米的地方，在沃塞古斯山（Vosegus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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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山脚下安营扎寨。次日，阿里奥维司都斯大胆而漂亮地绕过恺撒的侧翼行军，就在恺撒的眼皮子底下扎营于3千米外，今天的赖尼根（Reinigen）以西的地方，事实上切断了罗马人与其后方基地的联系，还能阻截塞广尼人和爱杜依人的运粮车队。万幸的是，恺撒与更北方的吕启人（Leuci）和林恭内斯人的联系依然畅通无阻，依靠他们的支持，恺撒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大军的补给，尽管这两个部族的地盘相当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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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机动路线




从《恺撒战记》对阿里奥维司都斯的这次机动的轻描淡写来看，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恺撒失去了在敌人靠近罗马军营和迂回行军时从侧翼发动进攻的绝佳机会，这种批评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机动过程中，任何队伍，尤其是拖带辎重的队伍，往往会出现混乱，此时是绝佳的进攻良机。在这个事例中，阿里奥维司都斯的行军得到了森林的掩护，直到今天那片森林还保留着一部分；而恺撒还没有学会后来令人侧目的当机立断的本事，他也没有尝试干扰敌人的这次机动。事实上，当时恺撒可能不知道这次机动。古人也不常利用敌人行军的机会打击其侧翼。

然而，恺撒做了次好的事情。连续五天，恺撒走出营盘摆开战斗队形，邀请对方进行会战，但是阿里奥维司都斯对自己的位置感到满意，他也完全理解自己的位置造成的效果，于是他坚守营盘不出，只是派出6000多名骑兵与罗马的同盟骑兵进行小规模战斗。这个时期的日耳曼骑兵都有1名步兵伴随行动，后者被训练得能够抓住马鬃跟着骑兵一同奔跑，并与骑兵协同作战。虽然这种战术并不新鲜，许多古老民族也采用过，但日耳曼人还是令高卢骑兵部队陷入困境。

恺撒未能挑逗阿里奥维司都斯出战的真正原因在于日耳曼女预言家通过占卜断定，如果他们的军队在新月出现前出战就无法获胜。此时恺撒当然还不知道此事。由于担心阿里奥维司都斯会尝试进一步深远迂回，彻底截断自己与后方基地的联系，恺撒自己也实施了一次类似的机动。他从这个老练的蛮族对手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把部队排成三条战线，以随时应战的战斗队形行军，向右前方压了过去，他将阵线部署在日耳曼营盘的西面，就此重新控制了与后方联系的交通线。

在距离阿里奥维司都斯营地不到1千米、己方营盘3.8千米的地方，恺撒停下脚步，亲自掌控前两条战线，准备抵御敌军的进攻，他命令第三条战线的将士修建一座新营盘，与往常一样，新营地周围建起了防御工事。阿里奥维司都斯派出大约1.6万名轻装部队和全部骑兵去阻挠罗马人的行动，但是这支人马被赶了回去。新营盘修建完之后，恺撒在营中留下了2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恺撒与另4个军团撤回、占据老营。尽管兵分两处，此时恺撒的境况更佳。他通过建立起自己的交通线而站稳了脚跟，却把阿里奥维司都斯置于无法在有利形势下发起进攻的境地。无论他进攻哪个罗马营盘，另一个营盘的罗马军队都会打击他的侧后方。

次日，恺撒率领两个营盘中的人马出战，部署在大营前方不远的地方，但由于阿里奥维司都斯拒绝会战，罗马人在中午时分退回了营地。随后，阿里奥维司都斯派出部分人马去进攻那座小营，发生了激烈战斗，战至夜间，颇有伤亡，阿里奥维司都斯收兵回营。从此战捕获的一些战俘口中，恺撒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阿里奥维司都斯不愿开战：“如果在新月出来以前作战，神意不会让日耳曼人得胜。”恺撒断定，立即强行发动一场全面会战是更加明智之举，如此一来，才能使违抗命运的精神效果在日耳曼部队中发挥降低士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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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会战




次日，大约是9月10日，恺撒秘密地把小营中的两个军团调过来，与大营中的四个军团会师。他把全部辅助部队都召集到小营前，以他们的数量给敌人造成错觉，制造两个军团仍然在那里的假象。此举一定巧妙地完成了，敌人对罗马人的调动毫无察觉。恺撒将他的所有军团排成三条战线，向阿里奥维司都斯的营盘挺进。每个营盘中都留有足够兵力防守。最后，阿里奥维司都斯才从恺撒的果断行动中看出会战势在必行。他没有在坚固的营盘设防，如果恺撒断然发动强攻，他可能顶不住。因此，他以部落为单位摆开阵型，包括阿鲁得斯人（Harudes）、马可蒙尼人（Marcomani）、得里布契人、汪琼内斯人（Vangiones）、内美德斯人（Nemetes）、优杜西人（Sedusii）和苏威皮人，每两个部落之间保持一段距离，并用辎重车辆将整条战线的两侧和后方包围起来，这样“使大家没有脱逃和幸免的希望”。妇女们留在马车车队里面，作为战斗的见证人，用疯狂的哭声和手势鼓舞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去战斗，以免她们像艾克斯战场上的条顿和辛布里妇女一样，面临沦为刀下之鬼或奴隶的命运。

也许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人马远远多于恺撒的，但不可能搞清楚多了多少。在毕布拉克德蒙受损失之后，恺撒的总兵力不会超过5万人太多，不足以让每个军团都得到充分补充。

罗马人面向东，阿里奥维司都斯面向西布阵。恺撒派他的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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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一个军团，派副将们各指挥一个军团，给他们下达的指示是迫使敌人进入会战。他本人一如既往地坐镇罗马军队右翼，主动发起进攻，“因为他观察到这一边的敌人（正对着他的敌军左翼）最为脆弱”。日耳曼人则以一种方阵队形摆开了阵势。

罗马士兵以他们一贯的猛烈攻势进攻敌人，日耳曼人也向他们猛冲过来，冲锋的速度之快，居然使得罗马军团没有时间交替战列以投出所有的标枪，他们几乎立即被迫拔剑迎战。罗马军团暂时处于守势，但很快就恢复了古老的进攻习惯。为了抵御他们的进攻，日耳曼人以300人或是400人为单位组成了队伍，排成龟甲阵，以彼此相连的盾牌遮盖自己。罗马士兵以无比的勇气坚持进攻，英勇地突入敌人的间隙与横队之中，拼尽全力扯开他们的盾牌。有些人跳到连接在一起的盾牌顶上，将它们分开，并从上方劈砍日耳曼人。蛮族的左翼就这样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右翼仍以大量兵力紧紧地压迫着罗马人，恺撒所在的右翼远比左翼强劲。罗马人的战线寸步难行，终于发生了动摇。看到这种危险，负责指挥骑兵的年轻的部百流·克拉苏（Publius Cra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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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还没有参战，而是被部署在能清晰地看到正在发生什么的位置上，受命指挥第三线的预备队，他当即投入战斗，迅速率部增援罗军左翼。这些生力军的突击粉碎了敌人的抵抗。无疑，日耳曼占卜者的预言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他们在罗马人的胜利之中看到了命运之手。他们扭头背向罗马人的战线，停止了抵抗，不久后就陷入了彻底的崩溃，全军逃之夭夭了，直到逃过80千米外的莱茵河才停下了脚步。他们大概是沿着伊尔河河谷逃跑的，此前他们也是沿着这条河谷过来的。据说，有些人游过莱茵河，其他一些人，包括阿里奥维司都斯，设法找到了渡船逃过了河，企图顽抗的残敌被恺撒的高卢骑兵砍翻，那两位身陷囹圄的罗马使节也成功获救。

[image: ]
◎ 发现于诺曼底的高卢盾牌




沿着莱茵河右岸行军打算过河参战的苏威皮人，听到阿里奥维司都斯惨败的消息后立即拔营而去。但是，他们的敌人乌皮人（Ubii）从莱茵河更下游赶来，袭击了他们的后方，给他们造成了惨重损失。这场胜利暂时结束了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畏惧。

就这样，恺撒在一个季度内打了两场成功的战役，他很早就将他的军队安置在塞广尼人地盘上的冬令营里，此地很可能就在维松几阿附近，由拉频弩斯管辖。恺撒本人回到山南高卢主持巡回审判（assizes）
[6]

 ，此举也是为了更加靠近政局波诡云谲的罗马，同时监控属于他自己的利益。

在指挥军队的第一年中，恺撒表现出了果断决策、行动迅速、勇气魄力和对形势的精准把控等品质，这些品质总会结出累累硕果。不过有时候，他比军事生涯晚期更加持重，仿佛他还没有学会相信自己的好运，也没有获得丰富的作战经验。人们会注意到在他这些战役中所犯的错误和某种程度的优柔寡断，后来恺撒并没有过多地屈从于这些不足之处，尽管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同样的问题不断涌现。由于阿里奥维司都斯危险的侧翼迂回他的营盘时，他没有发动进攻而一直受到后人批评，但笔者已经探讨了这件事情。我们还观察到，阿里奥维司都斯派来阻挠他建筑新营地的1.6万名军队已经被打垮，而不仅仅是被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军团战线赶回去。恺撒实现了他的目的，建成了第二座营盘，这是他所需要做的全部。最主要的批评在于，恺撒显然应该指挥他的左翼以对阵日耳曼战线中更强大的一侧，而非坐镇右翼，那里面对的敌人较弱。指挥官亲自指挥右翼发动进攻是惯常做法，但在这个战例中，这样做显然不够明智，因为大部分战斗工作是由左翼完成的。

如果年轻的部百流·克拉苏不采取异乎寻常的机智和迅猛的行动，恺撒可能会失去胜利，因为他在右翼的胜利没有令敌人的另一侧士气低落。他坐镇右翼是个战术错误。

尽管事实并没有减损恺撒的功绩，但不能说这一年与他的军队对决的未经训练的蛮族人数过于众多，以至于对罗马军团而言，他战胜他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军队以当时已知的最好的方式接受过作战训练。他能够指挥它，并用完美无缺的手段实施机动。他的敌人虽然人数更多一些，却没有足够的人数优势令罗马人的胜利成为出类拔萃的成就。人们宁愿钦佩相对缺乏纪律、指挥艺术和武器装备的海尔维第人和日耳曼人，钦佩他们为了捍卫他们无疑认为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表现出的崇高勇气。在这场战役中，蛮族对抗恺撒的胜机，绝对没有在亚历山大在其东方战役中面对的那帮蛮族敌人的胜机那么大，而相比与汉尼拔对阵的蛮族，他们的胜算更高出好几倍。但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没有哪位将军曾经像那个伟大的迦太基人那样，遇到过具有如此压倒性的逆境并能够如此成功地击退他的敌人；也从来没有哪位将军像亚历山大那样猛烈地进攻敌人。




[1]
 译注：今杜河（Doubs）。



[2]
 译注：十夫长（decurions）。



[3]
 译注：今孚日山（Vosges）。



[4]
 译注：财务官是罗马的一种常设职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苏拉时代有20名，除留在首都工作的以外，每个行省长官赴任或每个统帅出征都有一位财务官随行，苏拉本人就担任过财务官。恺撒在高卢时，先后担任过他的财务官的有马可·安东尼和马可·克拉苏，除了处理军队中的一般财务工作外，他们有时还率领一个或几个军团独立作战，有时统帅外出又代理主持整个军务，成为事实上的副帅。



[5]
 译注：与庞培、恺撒同为三巨头之一的马可·克拉苏的两个儿子，小马可·克拉苏及其弟弟部百流·克拉苏此时都在恺撒的麾下效力，分别担任恺撒的财务官和副将。公元前53年，部百流·克拉苏死于其父老克拉苏东征帕提亚帝国的战役中。小马可·克拉苏卒于公元前49年左右。



[6]
 译注：罗马行省下面划分成许多称为“区”（conventus）的行政单位，行省长官每年一次轮流到各区的首府去主持审判、接受请愿、处理税收和征兵等事务上的纠纷。有时附近各被征服部落和盟邦的领袖也都赶来相会，所以本书中有的地方又译为巡回审判大会。








第七章


比尔吉人（公元前57年春季）

在接下来的公元前58年到前57年的冬天，正在山南高卢的恺撒从拉频弩斯那里获悉，比尔吉人威胁要挑起事端，而且已经煽动他们的邻居们发动反抗。比尔吉人担心只要高卢南部就范，罗马人的胜利也会迫使他们屈服。他们结成联盟，交换人质以确保行动一致。到目前为止，恺撒的工作成果就是将罗马从潜在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这也唤醒了比尔吉人，也许他们是比海尔维第人和日耳曼人更加令人生畏的敌人。这场起义不能完全归咎于恺撒。他在其中看到了将他的征服事业推进到现有疆界之外的借口和机会。被征服的高卢的东、北边界必须是莱茵河，否则高卢将永无宁日。恺撒手中有6个军团：第7、8、9、10、11和12军团。在意大利组建了2个新军团——第13、14军团——之后，恺撒将他们派遣到他的外甥兼副将奎因都斯·彼迪乌斯（Quintus Pedius）的手下，大致行军路线是途经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山外高卢，最终抵达塞广尼人的地盘上。这让恺撒有了8个军团，每个都可能未满员。如果我们假定每个军团有5000人，那么他共有4万名重步兵。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高卢辅助部队、克里特弓箭手、投石手和努米底亚部队，这些人马都可以从《高卢战记》中找到明确记载，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数量设定在1.3万人，即总共5.3万步兵。再加上狄维契阿古斯指挥的5000名骑兵和若干爱杜依人，我们可以估计这支军队超过6万人。非战斗人员（军奴和随军人员）人数众多。他的部将有财务官马可·克拉苏（Macus Crassus），副将提多·拉频弩斯、盖乌斯·费边、奎因都斯·西塞罗、路求·罗斯基乌斯（Lucius Roscius）、路求·孟奈苏斯·普兰库斯（Lucius Munatius Plancus）、盖乌斯·德来朋纽斯（Caius Trebonius）、奎因都斯·提多留斯·萨宾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路求·奥龙古来犹斯·科塔（Lucius Arunculeius Cotta），他们都是出色和富有经验的军官。下文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承担指挥责任的人。恺撒已经从元老院获得了授权，任命十位“代理司令官”（propraetorian）
[1]

 级别的将领。但是作为本书的一条行文规范，笔者不会再像这样提及他的副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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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维松几阿到阿克松奈河




随着季节更替，在粮草充足的时候，恺撒与他的部队会合，具体地点很可能在维松几阿。相比其他高卢部落，恺撒对森农内斯人（Senones）更加放心，通过侦察兵与森农内斯人和其他毗邻比尔吉人的部落的间谍，恺撒获悉比尔吉人已经集结了一支军队，驻扎在阿克松奈河（Axona）
[2]

 以北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们显然还没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向部队发放了足够的粮饷之后，恺撒拔营出发，向比尔吉人的边界挺进。这段路程大约需要走15天，此时是5月末。从维松几阿出发，沿着攻打阿里奥维司都斯时的行军路线往回走到了朗格勒，然后途经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抵达维特里弗朗索瓦（Vitry le Francois），15天内走了217千米。这条路线的假设是基于两点之间存在着一条古代高卢道路而确定的。

这次以打击敌人的军队为目标的行军，符合恺撒饱满的精神状态，又严格遵循了最恰当的作战规则。最令他躁动不安，也最可能令他吃败仗的手段是，在敌人的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之前，就对敌人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直也是拿破仑的计划，每当他精力充沛的时候，总会取得超乎意料的胜利。下定决心这样做之后，恺撒达成目标的速度是他的个人特征，也是通向胜利的第一步。

结果证明了恺撒料事如神。距离最近的比尔吉部落的雷米人立即屈服了，恺撒的突如其来令其心生畏惧。雷米人还没有加入反恺撒联盟，但由于他们熟知联盟情况，所以他们的屈服令恺撒掌握了全部虚实。他们并非不愿意在高卢北部扮演爱杜依人在高卢中部扮演的角色。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他们也用事实证明他们将始终如一地忠于罗马。

比尔吉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的远祖来自莱茵河对岸，同样傲慢、尚武。他们自行其是，独来独往，曾经击退过几乎毁灭罗马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进攻浪潮。《高卢战记》开篇就说，比尔吉人是蛮族中“最勇悍”的，并且人数众多。俾洛瓦契人似乎已经承诺向反罗马共同事业提供10万名战士，其中的6万名精锐会投身沙场；苏威西翁内斯人（Suessiones）和纳尔维人各出兵5万人；其他12个部落同出兵13.6万多人。出兵参战的实际兵力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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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加入联盟，他们有可能得到更多来自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的援助。曾被狄维契阿古斯统治过的苏威西翁内斯人的国王盖尔巴（Galba）担任联军总司令。

这个联盟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恺撒清楚地认识到，他绝不能允许这支大军集结起来，必须迅速将其各个击破，否则他会被那支集结起来的部队打垮。因此，为了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恺撒派狄维契阿古斯率领爱杜依人、雷米人和森农内斯人进入俾洛瓦契人的地盘，发动了一场以破坏、蹂躏为目的的讨伐。即使狄维契阿古斯不能取得多大成就，此举也是一次精彩的突击行动，因为他出现在敌人境内一事就足以在比尔吉各部之间造成裂痕。尽管狄维契阿古斯与俾洛瓦契人有着友好的同盟关系，他的远征却打得很漂亮。恺撒本人得知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便经杜洛科多勒姆（Durocortorum）
[3]

 渡过马特隆纳河（马恩河），从今天的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抵达阿克松奈河河畔。此地有一座桥，恺撒占据了它之后过河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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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松奈河畔的营盘




他的军队士气高昂，英勇善战。他的军团远远强于蛮族，他的高卢盟友可能也同样优秀，当然，恺撒也比敌人更擅长指挥他的人马。在他的阵营中只有一位统帅，一个目标。

恺撒的新盟友雷米人的大部分地盘受到阿克松奈河的保护，这条河构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恺撒的营盘设在阿克松奈河北岸，河流与一个今天叫作米耶特（Miette）的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小溪之间的一座山丘上，现存的营盘遗址中还有许多遗迹。这座小山丘高出阿克松奈河24米，山坡上方便部署军队。至于那座桥，如果恺撒继续保有它就能确保他的粮秣能够从后方的臣服部落中安全运到他手里。他立刻在桥北侧修筑了一座坚固的桥头堡，它有一道3.6米高的壁垒和栅栏、一条5.4米宽的的壕沟；他还派奎因都斯·提多留斯·萨宾努斯率领6个大队，大约3000人前往南岸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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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松奈河畔的桥头堡




恺撒确保了对阿克松奈河两岸的控制，但主力部队驻扎在处于进攻地位的河岸，他与普罗旺斯行省保持着畅通的联系，他的营盘构成了一个用于对付比尔吉人的极佳的中间基地。

敌人近在眼前了，他们侵入了阿克松奈河以北的雷米人的地盘，围攻了比勃辣克斯（Bibrax）
[4]

 ，此地位于恺撒营盘以北大约12千米处。敌人的攻城方法是用雨点般的矢石将城墙上的守军赶下去，然后组成龟甲阵（所有士兵将盾牌举过头顶组成密集队形，形如乌龟）迫近城墙，掩护下面的工人挖掘地道。第一天结束时，被围的守军设法悄悄派出一些信使，越过夜间防守松懈的敌军给恺撒送信，说他们必须得到援助，否则很快就要开门投降。恺撒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由他最好的努米底亚和克里特弓箭手以及巴利阿里投石手组成。这支援军可能从城南突入城内，那里攻不可破的悬崖峭壁使攻城者放松了警惕。他们只在其他三面城墙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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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盘工事的横截面




容易气馁的比尔吉人解除了围困，放弃了夺取此地的希望，转而蹂躏周边地区。随后他们向前推进，在距离罗马人不到3千米的地方占据了阵地。从营中燃起的火光来看，他们的营地宽度当在12千米以上。

恺撒在与庞大的敌军交锋前小心持重，直到他了解敌军和他的爱杜依骑兵的勇气和纪律性，以及每天派遣骑兵侦察队以便罗马人能够评估敌人的战斗能力之后。很快他就断定，同盟骑兵与比尔吉骑兵不相上下，而罗马步兵远胜于对手。罗马军团的斗志随之高涨。恺撒的谨慎多半源于他还缺少经验，也有必要告诉他的部队在处于人数劣势时依然是安全的。现在他不能画饼充饥了，因为交战的后果可能影响深远，可能会破坏他在高卢的整个行动计划的成功。让自己的士兵相信他们强于对手之后，他决定发动会战。我们钦佩恺撒的手段和技巧，但我们无法从他身上找到那种亚历山大在其首次战役中也具备的独特锐气——视敌人如无物的气魄。恺撒的持重是明智的，但它并不像那位马其顿人的光彩照人的英勇那样吸引我们。

桥头堡前方北坡上的地面不仅适合展开罗马战线，它的左翼还得到了米耶特溪和恩河的保护，右翼则倚靠在营盘上。在营盘与阿克松奈河、米耶特溪之间有一道空隙，存在着蛮族利用其巨大的人数优势突破的可能，所以需要部署若干军团充当预备队。恺撒用600米长、与营盘成直角的壁垒和壕沟填补了这些空隙，又在每个端点上修筑了一个碉堡，碉堡上安置了一些远程武器用来加强他的右翼，以防敌人迂回自己。他把两个新军团留在营中作为预备队，其他六个军团部署在山丘北坡上展开战线。敌人在自己的营盘前方做了同样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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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门外的壕沟




两军之间有一块小溪形成的沼泽地，双方都不愿意穿越这个地带，以免在穿越这个地带时引起的混乱被另一方利用。

两军之间的骑兵交锋拉开了会战的序幕，罗马盟军在激战中再次证明了他们的优势。恺撒并不介意亲身参与进攻，他打算引诱敌人率先发动进攻，他在阵前待了几个小时之后，率军返回了营地。蛮族确实急于投入会战，原因是他们的粮食储备并不富余，但是他们不愿意进攻恺撒的防御工事，因此正打算尝试另一种方案。他们迂回到罗马战线的左翼，奔向阿克松奈河，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处位于罗马营盘下游，可以徒涉而过，但恺撒对此一无所知的渡口。他们在这里开始成群结队地渡河，企图截断那座桥或攻取提多留斯坐镇的那座营盘。如果做不到，就蹂躏雷米人的地盘，罗马人的粮草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地区。这片原野草木茂盛，所以颇有成功的希望。恺撒完全没有察觉蛮族的迂回机动动作，直到提多留斯通知他。恺撒抛下还在营盘里的军团，率领骑兵和轻装部队迅速赶往后方，过了那座桥，赶往现场应对这个严重威胁。他的部队由高卢骑兵、努米底亚和克里特弓箭手、巴利阿里投石手组成，他们是同类中最精锐的部队，具有巨大价值和效能。他到达渡口时几乎为时已晚，蛮族已经蜂拥过河了不少人。罗马轻装部队猛烈攻击他们。由于没有准备或支援，蛮族在渡河时遇到了困难并陷入混乱，恺撒肆意进攻，给他们造成惨重损失。骑兵将抵达河流南岸的敌人斩尽杀绝，其余企图踩着已经布满渡口的战友尸体强行过河的蛮族勇士被罗马人击退。罗马人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胜利。罗马军团没有参战这一事实，是公平评判阿克松奈河战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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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松奈河战役




蛮族对未能攻陷比勃辣克斯感到失望，他们也未能将恺撒吸引到自己的战场上，也没能用渡河迂回的方式截断恺撒的退路，他们丧失了斗志并决定撤退。当他们听说爱杜依人侵入俾洛瓦契人的土地时，尤其惴惴不安，俾洛瓦契人立即拔营启程去保护自己的领土。然而，在决定分道扬镳之前，所有部落都同意无论罗马军队何时入侵这个国度，无论哪个部落首先遭到攻击，他们都应该再次集结起来抵抗侵略。

当天夜里10时左右，蛮族拔营出发，向后移动。由于每个部落的队伍都希望率先撤退，全军在撤退过程中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而暗夜加剧了混乱。恺撒察觉到了蛮族发生的混乱，但担心遭到伏击，便以费边式的（Fabian）的谨慎守在营中直到破晓。确信没有遭到埋伏的危险之后，恺撒派彼迪乌斯和科塔率领骑兵，拉频弩斯率领三个军团骚扰撤退的敌军的后方。这个任务毫发无损且高效地完成了。罗马军队砍翻了数千名蛮族，后者完全丧失了抵抗意志，任由罗马人像屠宰野兽那样杀戮他们。追杀行动持续到夜间才被制止，追击部队返回营地。从《高卢战记》的叙述来看，这种追杀并不太猛烈。亚历山大在追杀其土崩瓦解、抱头鼠窜的敌人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魄力，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image: ]
◎ 从阿克松奈河到萨比斯河（Sabis）




次日，恺撒沿着阿克松奈河强行军了44千米，来到一个苏威西翁内斯人与比尔吉人接壤的城市——诺维奥洞纳姆（Noviodunum）
[5]

 。那场大规模的蹂躏讨伐没有打到这个部落，因为这里守备空虚，恺撒希望以迅猛的攻势一举攻克它。尽管如此，此城墙高壕阔，难以迅速攻取。《高卢战记》只是简略地说恺撒企图发动进攻。看来，他可能没有采取适当的准备就发动了进攻，由于蒙受损失而被打退了，没有发动第二次进攻。看起来，汉尼拔不是唯一受阻于深沟高垒的将军；而且他进攻的城镇得到了罗马技术的加固、由罗马士兵驻守。《高卢战记》是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细节的唯一信息来源，而且它的创作有着明确目的，既有极高的可信度，事件的叙述也极其出色，作品本身严谨，很难为了猜测出准确的真相而从中品读出言外之意。但是在这个战例中，恺撒显然被诺维奥洞纳姆的守军击退了。看到攻城失败之后，恺撒在附近扎营，派人去后方取来盾车（vineae）
[6]

 和其他攻城器械。盾车是一种轻便、结构坚固的小屋子，两端敞开，可以组合在一起组成一条长廊，让攻城者迫近城墙挖掘地道，它们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同样作用。

与此同时，苏威西翁内斯人的军队又回来了。次日夜间，一支增援部队加入了守军。《高卢战记》让我们推断，所有苏威西翁内斯人马都进城了。这一行动似乎应该遭到恺撒的阻挡。在城外与这个部落交战比攻城要更容易获胜，如果他有足够的兵力在敌人援军面前攻城，那么他肯定有足够兵力阻止援兵进城。或许在这件事情上，蛮族骗过了恺撒。不过恺撒也着手修建攻城用的土山了；当攻城机械抵达时，蛮族们对罗马工程师们兴建的巨大工程及其工作速度目瞪口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求和为妙。在他们的一贯盟友雷米人的斡旋下，他们的求和请求得到批准，这个部族交出武器，按惯例献出人质。在这个城镇，罗马人发现大量武器。

接着，恺撒渡过阿克松奈河去解决反恺撒联盟中最危险的一员——俾洛瓦契人。他们已经退入自己的都城勃拉都斯邦久姆（Bratuspantium）
[7]

 。但是，当罗马军队迫近这个地方时，一个由老人组成的求和代表团就迎了过来，恺撒一进入城墙的视线范围内，妇女和孩子们就从城墙上向他恳求和平。狄维契阿古斯已经遣散了他的爱杜依军队，回到恺撒身边，此时他也为这个部族求情，说他们受到了酋长的蛊惑。出于对狄维契阿古斯和爱杜依人的尊重，恺撒置俾洛瓦契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但是要求他们交出600名人质并上交他们的武器。按照惯例，如果国王有子女，就交出子女做人质，没有就让贵族当人质，还包括重要公民或其他显赫人物，以及有影响的人物的孩子。俾洛瓦契人宣称，比尔吉战争的煽动者已经逃到了与之交往频繁的不列颠。

罗马军队逼近时，他们的邻居阿姆比安尼人也臣服了，现在，恺撒决定转向东北方向，向纳尔维人的疆土挺进。




[1]
 译注：代理司令官，表示比恺撒的代理执政官头衔只低一级。在恺撒的十位将领中，拉频弩斯是最重要的一个，恺撒在自己离开时，往往把指挥全军和处理行省事务的大权交给他代理，所以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单称为副将（Legatus），而是“代理司令官级副将”（legatus pro praetore）。



[2]
 译注：今恩河（Aisne）。



[3]
 译注：今法国兰斯（Reims）。



[4]
 译注：今天的里昂老城（Vieux Laon）。



[5]
 译注：今法国苏瓦松（Soissons）。



[6]
 译注：攻城用的木制器械，像一间小屋子，但只两面或三面有木柜墙，屋顶也用厚木板制成，上面还覆有铁皮或兽革，用以防火，下面有轮子，可以推动。人躲在里面可以从墙上的洞里向外射箭，还可以利用它挖掘地道。



[7]
 译注：今天的布雷特伊（Breteuil）或博韦。








第八章


萨比斯河战役（公元前57年7月至9月）

纳尔维人是比尔吉人中最尚武好战的部族，他们不仅坚决拒绝求和，而且指责其他比尔吉人屈从外敌。这个部族高傲得完全不与其他民族交流、贸易，这样就保留了他们淳朴的力量和坚毅。纳尔维人已经说服阿德来巴得斯人和维洛孟都依人与他们联手抗敌，而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也在与他们会师结盟的途中。妇女和儿童被安排到一个受到沼泽保护的地方，可能是蒙斯（Mons），它那座现在被低洼草地包围的小山丘曾是一片沼泽。经过三天的行军，恺撒抵达距离萨比斯河
[1]

 不远，今天的巴韦（Bavay）附近的一个地方，在距离萨比斯河15千米处，他从一些俘虏口中获悉，纳尔维人和毗邻的同盟部落正在今天的莫伯日（Maubeuge）附近，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恺撒继续前进，在萨比斯河的左岸或北岸停下脚步，纳尔维人正在河右岸或南岸。恺撒派出轻装部队进行侦察，派常规数量的百夫长去选择扎营地点。罗马军队的正常行军队形（每个军团后面都跟着本军团的辎重车队）被邻近部落仔细观察到了，他们将这些举动汇报给纳尔维人。一些投奔他们的当地逃兵也将来自罗马军营的类似信息带了过来，并且建议纳尔维人的首领们迅速进攻打头的罗马军团。当这个军团接近新设的营地时，由于它受到后面辎重车队的阻碍，蛮族有机会在其他罗马军团赶来支援前将其消灭。按照高卢建议者们的看法，此举会降低罗马军中其他部队的士气，进而导致恺撒彻底失败。纳尔维人的首领们据此下达了命令，一看到罗马辎重车队就立即发动进攻。这个地方地形崎岖、森林茂密，适合纳尔维人作战，虽然他们没有骑兵，但拥有最棒的步兵，因此这次突袭的胜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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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比斯河战役




此时将近7月底，恺撒的军官们选择在新梅尼勒（Neuf-Mesnil）的一片光秃秃的平缓向下延伸到萨比斯河左岸的山坡上扎营。河对岸有一座类似的山丘
[2]

 ，距离河岸大约300米，在它向上延伸的山坡上林木茂盛，在这片树林中，纳尔维人建立了隐蔽的营寨。由于没有骑兵，他们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阻挡敌人前进。他们把半切开的嫩枝弯着插入地下，不久它就向四面八方滋生出许多繁茂的小枝，带刺的茅草和荆棘也密密地夹杂着丛生在里面，很快就长成一道城墙似的藩篱，为他们构成一条很好的防御工事。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人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在田野里扎篱笆。通过这种方式，纳尔维人阻拦了罗马的同盟骑兵的侦察，有效阻止了后者发现他们的阵地位置。每个战士都隐藏在视线之外，只有在沿河岸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骑兵哨岗，此处的河深只有0.9米左右。这些岗哨布置在那里是为了吸引罗马人的注意，防止对手在河流以外的地方进行侦察。他们的部署比恺撒的高明。

恺撒知道自己距离敌人越来越近，他没有将部队列成常见的战线，而是采用了一种符合实际的行军阵型。最前方是骑兵，6个老军团紧随其后，之后是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辎重车队，由两个新建军团组成的后卫和掩护辎重的部队殿后。但是，恺撒丝毫没有料到敌人的全部兵力就在眼前，他的侦察完全失效。

快要到达扎营地点的时候，骑兵部队派出一支伴随着投石手和弓箭手的分队渡过萨比斯河，驱赶纳尔维人的哨兵。6个先遣军团着手修筑、加强营地。纳尔维骑兵在小规模冲突中打得不错，守住了树林边缘。就这样，罗马人未能发现对方的阵线。

与此同时，第9、10军团在拟建的营盘的左前方开工，第8、11军团居中正对着萨比斯河，第7、12军团在右前方。军团官兵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们分散去收集栅栏和其他材料，只派出少数骑兵作为警戒。按照事先的计划，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一旦辎重车队出现在蛮族的视野之中，就作为出击的信号，纳尔维人及其盟友阿德来巴得斯人和维洛孟都依人立即从他们的设伏地点冲杀出来，肃清像蜘蛛网一样薄弱的罗马骑兵战线，在罗马人完全没意识到，更没有做好迎战准备的时候涉水过河，如雪崩一般压向他们。显然，恺撒还没有成长为在敌前实施战场侦察的专家，他的宿营方法也不够精心。他的冒失违反了罗马惯例——在筑营部队前方布设一条战线，令敌军完全达成了奇袭效果。几乎可以肯定，恺撒的军队会被一扫而空。在这场突袭中，阿德来巴得斯人被部署在敌人的右翼，他们进攻第9、10军团；维洛孟都依人在中央，对付第8、11军团；纳尔维人在他们的左侧，攻打第7、12军团。纳尔维人正对着位于布西耶尔（Boussières）的萨比斯河的崎岖的左岸。

要不是军团无可挑剔的严明纪律，罗马军队早就垮了。许多士兵依然在远处为构筑壁垒寻找建材；其余的人则忙于使用他们已经带来的材料修建工事。幸运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去年的战役中变得坚毅起来，更棒的是，他们对领袖拥有信心，士气低落的迹象根本不存在。后来令恺撒与他们一起打垮所有敌人的坚定品质，此时已经生根发芽。一看到敌人从林木中现身，每个军团将士都收到了警报。军号迅速吹响了，战旗（standards）
[3]

 也亮了出来，军官们各就各位，这是恺撒的明确命令之一——所有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他的军团，直到营地修好全部工事。罗马士兵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迅速进入行列。

蛮族的进攻迅猛恰当，以至于许多军官甚至没有时间戴上通常用于区分军衔的表饰（insigne）
[4]

 ，也有人来不及摘掉行军时盖在盾牌上用于保护它们的美观漂亮、装饰精美的盾牌的皮革罩子。他们费尽力气也无法找到各自的大队，于是他们奔向最近的军旗，在旗下站定，而恺撒及其部将们往来奔波，鼓励勉强拼凑起来的战线的斗志，努力从混乱中恢复秩序。

当敌人赶到时，这条战线刚刚以这种不规则的形状组建完成。恺撒军团穿过约1200米宽的开阔地，并涉水渡过萨比斯河，这可能用去了20分钟时间。这个地带被前文提到的那种树篱割开，我们可以视之为某种路障。这种环境妨碍了一切机动。因此，战线以不规则的凸面队形展开，战位非常混乱，以至于军团将士们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每个小单位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自身安全各自为战。战线的各部分之间根本不可能互相支援，眼下没人指挥，更没有作战目的。没有比这样更危险的突袭了。军团将士们依然没有表现出恐惧的样子，大家紧咬牙关，打算拼尽浑身解数殊死一搏。

如前文所述，第9、10军团在左翼，表现得十分勇敢，这也是恺撒特别钟爱第10军团的原因。他们投出标枪，继而用罗马短剑（gladius）肉搏，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后，这帮蛮族因为刚刚迅速渡河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罗马人得以将面前的阿德来巴得斯人赶了回去，蛮族就这样急匆匆地退了下去。蛮族被打退到渡口，伤亡惨重，随后又遭到罗马人的追杀，数千人被砍倒。阿德来巴得斯人暂时集结起来，但再次被打散逃回营地，直到第9、10军团最终抵达他们的营前。

位于中央的第11、8军团的表现同样值得称道。在一场双方都伤亡惨重的反复拉锯战之后，他们左侧的第9、10军团的胜利令他们士气大振，他们以胜利的呐喊携手向敌人发动进攻，将面前的维洛孟都依人猛推下河，他们在河岸上继续奋战。

[image: ]
◎ 萨比斯河战役（第二阶段）




但是，眼下的这种胜利正是造成最严重风险的原因。左翼和中央的四个军团的推进，完全暴露了刚刚开工的营盘的前方和左翼，也完全暴露了右翼的第7、12军团的侧翼和后方。当战事在进行时，一支由6万名纳尔维人组成的强大兵力在最高指挥官波陀奥耶多斯（Boduognatus）的率领下渡过了萨比斯河，正在攀登布西耶尔的山丘。看到罗马战线的豁口，这支纳尔维人军队倾其全力冲向总人数约1万人的这两个军团，他们以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猛烈攻势打击“暴露着的侧翼”。已经被赶进军营的罗马骑兵和轻装部队刚刚集结起来并充当预备队，他们再次被这场势不可挡的攻势打垮；同时，大批非战斗人员，包括车夫、奴仆和商贩，他们本来躲在营盘里面，看到一队蛮族闯了进来顿时混乱得一塌糊涂，慌忙从尚未完工的后门逃了出去，遁入森林。这场灾难和溃散显然是致命的，以至于一些被认为是高卢最棒的辅助骑兵紧跟着跑路，沿着恺撒进军路线逆行，向沿途各部落传达罗马人遭到突袭并全军覆没的噩耗。

敌军初次进攻时，恺撒就跑到左翼，那里是战线上最先受到威胁的地方，他提振第9、10军团的斗志，士兵们在他慷慨激昂的言辞和行动的鼓舞下，满怀完成奇迹的愿望冲锋陷阵。他又从左翼飞奔到战线中央，他在那里同样产生了振奋人心的效果。当他抵达右翼的时候，他发现事态危如累卵。这条战线正遭到最勇敢的勇士——纳尔维人的进攻。第12军团的所有连队标帜
[5]

 都密密麻麻地树立在一起，以至于部队挤作一团，不能在战斗中发挥任何优势。队列压缩得过于紧密，以至于士兵们没有挥舞短剑的空间。军官们损失惨重，敌人的投射武器落在密集队列中造成了可怕的伤亡。在一些大队中，所有百人队长非死即伤。如果不是恺撒还未被高卢人逼得喘不过气来，他可能已经退出战斗了。部队的斗志明显在减弱，敌人人多势众，并向前推进迂回到两翼，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时已经没有预备队了，其他军队还没有解决各自面前的敌人。战事已经达到高潮。恺撒眼睁睁看着失败就在眼前——结果将是惨遭屠戮。恺撒从身后一个士兵手中夺过一面盾牌，情急之下灵感自生，就像后来他在蒙达（Munda）为自己的性命而战一样——恺撒徒步冲上前线，重建了秩序。

看到他们的统帅扮演普通士兵的角色，周围的人立即恢复了斗志，正面情绪传播开来。他们散开阵型以便挥舞短剑，战吼也恢复了往常的气势，对敌人的抵抗变得更加坚决。恺撒从那里冲到第7军团，以同样的方式重振那支部队，并将来自第12军团的强力援手带了过去。正如某些解读《高卢战记》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他让这两个军团背靠背作战，以免遭到敌人包围。恺撒的英勇之举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就像拿破仑在洛迪（Lodi）桥头率领掷弹兵冲锋一样，此举是夺取胜利的关键。这就是伟人的神圣怒火对其他人的感染力。正是内心炽热的天才才能在一瞬间将灾难转化为胜利，重燃迅速熄灭的勇气之火。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挽狂澜于既倒的悸动之心也是如此，这种无畏的存在挽救了奇克莫加（Chickamauga）的败局
[6]

 。看起来，第7和12军团逐步站稳脚跟了。

与此同时，2个担任后卫的军团注意到了这场战斗赶了过来，敌人看到罗马援军正在迫近，沮丧的情绪开始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拉频弩斯率领第10军团夺取了渡口对面的敌军营地，也从河对岸的山丘上看到了第12和第7军团的危局，拉频弩斯迅速派遣第10军团去帮助战友。这支令人钦佩的人马以冲锋速度赶来，从纳尔维人的后方给了雷霆一击，并立即在右翼重新展开战斗。眼看战局发生了改变，随营的非战斗人员和骑兵士气大振，转头杀向敌人，将侧翼的蛮族赶出了营地。

战局逆转，恺撒打赢了，但是纳尔维人依然顽强死战，残余的纳尔维人在被杀的同胞尸体上奋战，甚至将尸体堆成胸墙。只有无情的蛮力才能迫使这些顽强、英勇的蛮族停止顽抗。恺撒歼灭了大部分敌人，逃脱者寥寥无几，他们以恺撒前所未见的顽强决死一战。很少筋疲力尽的罗马军队也累了，他们的损失也很惨重。营地的防御立即加强了，士兵们着手埋葬死者，开始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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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萨比斯河到那慕尔




不久后，纳尔维人中的老人们前来求和了。他们说，600位元老中只有3人逃生，6万名手持武器的参战者只剩下600人。这就是战败者的英勇事迹。恺撒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阻止了进一步的屠杀，并命令邻近部落不要趁着他们眼下虚弱之际攻击他们。

正在赶去支援纳尔维人的阿杜亚都契人得到萨比斯河战役的消息后，吓得目瞪口呆，他们转头返回，抛弃了他们的其他城镇，把全部人口和物资都运送到一个特别适合防御的地方。这个史料没有给出名字的城镇，坐落在一座险峻陡峭的山丘上，它的三面都无法攻取，只有一面是长度不到60米的山坡，向下平缓延伸到平原上。他们在这个缓坡上修筑了一堵非常高大的双层城墙。他们是6000名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后代，当年他们奉命留在后方照看辎重，而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主力向南挺进，并在两代人之前被马略歼灭。无疑，这个地点位于萨比斯河与莫塞河（Mosa）
[7]

 形成的夹角中，那慕尔的对面。有人猜测这座山就是法里兹山（Mt. Falhize），但它与《高卢战记》的行文和行军距离不太一致。

恺撒立即率领7个军团顺着萨比斯河行军，向这个阿杜亚都契人的城镇挺进，另1个军团由克拉苏率领。兵临城下之后，恺撒发现它坚不可摧，鉴于他没有其他手段能占领它，他选择开始围城，修建了一道长垒抑或围城封锁墙。这座长垒高3.6米、长4.5千米，每隔一段距离建有一座碉堡。长垒的长度经常被说成23千米，但正如地形明确显示的，这个长度是个明显错误。原文中的“15罗里”（quindecimmillia）
[8]

 之后的单词“罗尺”（pedum），一定要理解清楚。

[image: ]
◎ 阿杜亚都契人的城市




蛮族试图通过反复发动小规模攻势来阻挠这项工程，但没能得逞。当他们远远看到罗马人兴建塔楼和盾车的时候，他们嘲笑罗马人身材矮小，确实这与当时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血统的高卢人的魁伟身材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询问谁能把这些塔楼推到城墙下。但是，当塔楼建好并向他们迫近，而且确实抵近了城墙时，他们立即派出使节求和，宣称他们相信罗马人得到了神明庇佑。他们乞求恺撒允许他们保留武器来防备当地敌人。恺撒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和解除武装，但也告诉他们，他会命令他们的邻居不得侵犯他们。阿杜亚都契人欣然同意。他们的投降方式就是从城墙上将武器扔到城外的壕沟里，扔出的武器实在太多，以至于填平了壕沟，堆得几乎与城墙一样高。尽管他们选择了投降，酋长们还是背信弃义，藏匿了三分之一的武器。表面上解除武装之后，城门洞开，罗马军队进城占领了它。

夜幕降临之际，罗马人奉命出城回营。恺撒担心将士们的暴力、贪婪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尽管相比于从刚刚占领的城镇撤军，这些的危险性要更小一些。阿杜亚都契人当然相信，既然罗马人已经接受了城市的投降，警惕性就会下降，于是就在当天夜里，他们策划发动一场进攻，袭击恺撒长垒中看起来最薄弱的部分。他们拿出没有交出的武器，用树皮和柳条制造了新盾牌。午夜刚过，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发动了进攻。早已怀疑对手可能背叛的恺撒已经为此做好了相应准备。按照惯例，遭到进攻的地方点燃了烽火作为信号，军团将士们立即从各个地方赶到受到敌人威胁的防御地段。阿杜亚都契人像勇士一样奋战，但是付出4000人阵亡的代价之后，他们被赶回城镇，并被团团围住。为了报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恺撒卖掉了从城里掠夺到的所有战利品。5.3万人被卖为奴隶
[9]

 。这是9月初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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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高卢战争中的恺撒（比萨的桑托坎波公墓）




在此期间，率领第7军团的克拉苏脱离了主力部队，与生活在比利时西北海岸的滨海部落作战，他干得很棒。据他汇报，这些部落都已经臣服于罗马。他采取的措施尚不得而知。

恺撒的征服事业声威赫赫，以至于莱茵河彼岸的众多民族，尤其是乌皮人，都纷纷派遣使节向罗马人投降。但是恺撒渴望返回意大利，随着凛冬将至，他把部队安置在里杰尔河（卢瓦尔河）沿岸，卡尔弩德斯人（Carnutes）、安得斯人（Andes）、都龙耐斯人（Turones）中间的冬令营里面，按顺序部署在奥尔良（Orleans）与昂热（Angers）之间，并邀请这些使节于下一年初夏返回，他本人则启程南下。抵达罗马之后，举办了历时15天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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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7到前56年的冬令营分布




对这场辉煌的战役的最佳赞誉是它本身的成功。恺撒以其活力、迅捷、敏锐的洞察力和技巧，分裂、打击和征服了比尔吉各部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此后他没有要打的仗了，更要归功于他的成功策略。在他的第二次战役中，他依然犯了些错误。其中许多错误在《高卢战记》中或多或少得到了坦率地承认。在对诺维奥洞纳姆发动的毫无准备，因而不成功的攻击中失算，是一个很自然的错误。所有，甚至最伟大的指挥官都容易犯下这种错误。在萨比斯河河畔，他遭到纳尔维人的突袭，缘于他一时的粗心大意，若非罗马人性格中的坚忍顽强，他的错误将酿成致命的灾难。他本应在阿杜亚都契人的城镇中部署一支驻军，防备他怀疑会发生的夜袭，要不是运气好，他蒙受的灾难会更加严重。

他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政治愿望而前往罗马，从而未能收到日耳曼各部落使节呈送的善意。萨比斯河突袭是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与所有罗马前辈相反，除了一小股骑兵部队，恺撒没有派出军队保护筑营的部队，那支骑兵既不能阻止抵近河边的敌人的进攻，也不能穿过树林实施侦察。这一事实本应立即引起恺撒的注意，并引起他的警惕。这次他没有完全被打垮，要归功于他出类拔萃的部队，而非在于他自己的技巧或谨慎。在这个问题上，《高卢战记》为了减轻他的错误而进行过艰难努力，但是从字里行间很容易解读出真相。




[1]
 译注：今桑布尔河（Sambre）。



[2]
 译注：奥蒙山（Haumont）。



[3]
 译注：拉丁文为“vexillum”，升在统帅营帐上表示即将战斗或开拔的小红旗，它纵向悬挂在旗杆上。



[4]
 译注：表饰指区别一个人身份的一切标记和装饰，如百人队长盔上的羽毛饰物，士兵盾上的盾心花饰等。



[5]
 译注：连队标帜（signum）的作用就像我们现在的军旗，不过不是用纺织品制成的。军团的标帜是鹰帜，大队和支队的标帜则是一支矛，矛头部分带有一些特别记号，如刻字的铜牌和铜制动物之类，作为各自的标帜。当时，大队没有单独的标帜，大队根据第一支队的标帜指向而行动。所以在恺撒的书中把进军称为“把标帜带向前去”（signa proferre），把撤退称为“把标帜转过来”（signa convertere），把停止前进称为“把标帜停下来”（signa constituexe）。标帜都由旗手（signifer）肩扛。



[6]
 译注：温切斯特和奇克莫加都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血腥战役。



[7]
 译注：今默兹河（Meuse）。



[8]
 译注：罗里（millia）本身是“1000”的意思，古代1罗里对应1000步，即左脚1000次落地的行走距离，折合5000罗尺或1.5千米。“quindecimmillia”可以理解为15罗里，也可以是15000（15千），加上后文的罗尺，就只能是15000罗尺了，折合4.5千米。



[9]
 译注：作者漏掉了一个情节。恺撒围住该城的次日，城中军民放弃了抵抗，打开城门放罗马人进城，罗马人任意掠夺战利品和奴隶，之后才是拍卖战利品和奴隶。








第九章


恺撒部将们的战绩（公元前57年至前56年）

公元前57到前56年冬季，恺撒启程前往意大利的时候，派遣塞维尔·盖尔巴率领第12军团和若干骑兵去讨伐日内瓦湖以南的部落——南都阿得斯人（Nantuates）、维拉格里人（Veragri）和塞邓尼人（Seduni）——以便在山南和山北高卢之间开辟一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最便捷道路。这条路从米兰（Milan）经辛普朗（Simplon）或大圣伯纳德山口，抵达罗讷河河谷。途经这条山谷的商人和移民往往体会过许多土著部落制造的麻烦，如果他们没有遭到洗劫，就要缴纳高额的买路钱。这条路的畅通无阻对于军事安全至关重要。如果盖尔巴认为有必要的话，他就会获准在阿尔卑斯山过冬。盖尔巴这样做了，在几次战斗中击败蛮族之后，他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和人质，继而在罗讷河河谷扎营，那里有一座名叫奥克多杜勒斯（Octodorus）
[1]

 的城镇，他派遣2个大队继续顺流而下，占领南都阿得斯人的土地。

罗讷河将河谷一分为二。罗马人扎营于一侧，高卢人在彼岸。高卢人制定了切断这个孤立军团的退路的计划，由于罗马军队人数不多，他们认为可以轻易得手。他们对于罗马人扣押他们的许多孩子当人质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们害怕遭到所有高卢部落都要面临的命运——被罗马吞并。

按照计划，这些地方部落占领了周围的所有制高点和山口，以便截断盖尔巴的粮草和援兵。此举完全出乎盖尔巴的预料，使他陷入了最艰难的境地。在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之后，盖尔巴决定坚守营地并等候蛮族势在必行的进攻。这是眼下唯一办法，但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冬令营的防御工事尚未完工——即使是罗马的规章和条例，也并非总能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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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克多杜勒斯河谷




高卢人的袭击恰逢其时，突然而猛烈。罗马军团顽强抵抗，将士们从一处跑到另一处，抵御敌人对壁垒的持续不断的进攻。守军数量不多，而敌人数目可观，能够不断派遣生力军接替疲惫的战友。战斗相当激烈，即使负伤的罗马人也无法撤离战壕。在6个小时内，蛮族向壁垒持续发动了多次攻势，直到罗马人射光了所有箭矢标枪，盖尔巴意识到，他们的唯一希望在于用剑杀出一条血路。这次出击是由首席百人队长部百流·塞克斯提乌斯·巴古勒斯（Publius Sextius Baculus）和军团指挥官盖乌斯·沃卢森纳斯（Caius Volusenus）提议的，前者在萨比斯河战役中表现出色。为了实现这个想法，盖尔巴下令尽可能地收集落入营中的敌人的武器，然后立即同时从所有营门突围。这次绝望的冒险行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罗马人的突然出现以及他们的勇猛攻击令蛮族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度以为罗马人会投降，蛮族猝不及防，抱头鼠窜。那天高卢人的表现，是他们缺乏韧性的一个范例。尽管高卢人骁勇剽悍，但当惊惶或战败时就会气馁沮丧，无法自拔。罗马军团进行的大部分战斗，远没有到让高卢人筋疲力尽的程度。

军团实施了追杀，屠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敌人，敌人不会少于3万人。这场胜利之后，为了惩戒敌人的背叛，盖尔巴蹂躏了河谷，由于不愿意信赖糟糕的路况和更难以信赖的为他提供粮秣的当地人，盖尔巴穿过南都阿得斯，与此前派出的两个大队会师，然后返回普罗旺斯过冬，在阿罗布洛及斯人的地区扎下冬令营。他的行动勇敢而且明智。

恺撒还在高卢的时候，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前往以利哩古（Illyricum）
[2]

 ，因为比尔吉人已经被制服了，日耳曼人也被击退，阿尔卑斯山最重要的道路上的沿途部落也被打败了，高卢人也偃旗息鼓了。和平并不持久。克拉苏率领恺撒的一个军团已经在安得斯人中修筑了冬令营，安得斯人是生活在大西洋附近、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以北的一个部落。在周边部落之中，文内几人（Veneti）最为强大。他们拥有海岸上的所有重要港口，推动了与西班牙和不列颠进行的商贸活动的繁荣，还拥有大量船只和可观的财富。这一年冬季，克拉苏缺少粮食，派出若干主管官员和军团指挥官前往各部落协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提多·德拉西第乌斯（Titus Terrasidius）到文内里人（Unelli）处，马可·德来彪斯（Marcus Trebius）去找古里阿沙立太人（Curiosolitae），奎因都斯·维朗纽斯（Quintus Velanius）和提多·悉留斯（Titus Silius）前往文内几人那里。在文内几人的牵头下，这些部落决定保卫自己的领土，并且签署了休戚与共的同盟条约，他们逮捕了这些罗马军官，希望能迫使罗马人遣返他们的人质。事实上，他们企图以释放这些使节为代价要求克拉苏投降。

虽然得到克拉苏送来的消息，但恺撒无法在冬季采取行动，于是他发回命令让克拉苏在里杰尔河组建一支舰队，从普罗旺斯行省的地中海沿岸招募桨手、水手和领航员，并下令筹备海上远征需要的一切。

公元前56年一开春恺撒就赶往高卢。反叛的各部落知道，他们逮捕使节的罪行是最不可饶恕的，因此早就为最坏的局面做了相应准备。他们加强了城镇防御，搜集所有能到手的粮秣，并将舰队调集到他们的主要海港文内几亚（Venetia），它可能位于注入基伯龙湾（Bay of Quiberon）的欧赖河（Auray River）河口上。他们知道，罗马人对潮汐、水湾和港口一无所知，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据恺撒的说法，敌人的某些盟友甚至来自不列颠岛。从卢瓦尔河到斯海尔德河之间的海岸上各个部族都向敌人提供了物质或精神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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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内几人的国度




恺撒坚定地认为必须平定这场“叛乱”。这里使用“叛乱”一词，是因为这些部落曾臣服于克拉苏，现在又起来捍卫他们的自由。但是，对于这些勇敢的民族而言，“叛乱”似乎是个难听的字眼，因为他们是在抵御侵略者的进犯，这个侵略者除了支持他发动侵略的力量，并不具备其他权利。绝不能低估恺撒遇到的困难，但是与惩戒文内几人相比，其他困难统统微不足道。鉴于献出人质就标志着臣服，这是各国普遍承认的规则，即使最边远的野蛮人也会遵守，如果有部落违反规则却未迅速遭受惩戒，那么他对高卢的征服必将成为空中楼阁。这就是恺撒让我们相信他采取行动的动机，就其本身而言，这是合法的行动。

但是，恺撒决心征服文内几人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民族实际上掌控着与不列颠的所有商贸联系。他们不愿意让恺撒抢走它，正如他们所担心的，恺撒确实想这样做。斯特拉波（Strabo）
[3]

 告诉我们恺撒已经筹划入侵不列颠了，荡平文内几人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为文内几人控制了海洋。尽管恺撒可以在文内几人的舰队之间穿过，但当他离开的时候，文内几人可能会严重威胁他的后方。

站在恺撒的立场上必须承认，如果罗马要在这个方向扩张统治权，意大利真的要谋求安全，那么征服整个高卢就势在必行；如果说亚历山大报复波斯（Persia）对希腊（Greece）的进攻是正当行为，那么恺撒报复高卢人对罗马的入侵也是正当的。很难批评古人普遍主张的单纯的征服权利，一旦我们认可了这种权利，那么除了征服过程中不必要的暴行之外，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东西了。从恺撒的立场看来，他是理所应当的。

关于这场战役采取的方略，恺撒决定通过分路出击，从军事意义上占领这个国度，以便震慑其他可能被煽动起来，企图效仿文内几人的部落。恺撒派遣拉频弩斯率领部分骑兵前往莱茵河附近的德来维里人的地盘，目的是支持雷米人，并维护比尔吉人中的安定局面，同时阻止日耳曼人可能发动的渡河入侵，因为他们曾应比尔吉人的邀请，发动过入侵。克拉苏率领12个大队和一支强力骑兵部队前往阿奎丹尼亚，保证那里的安宁，并且阻止阿奎丹人支持文内几人的叛乱。出于同样目的，提多留斯·萨宾努斯驻扎在文内里人和其他生活在今天诺曼底海岸的部落中。德基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受命指挥舰队，从地中海带来一些舰船，还从庇克东内斯人（Pictones）、桑东尼人等部落手中借来若干船只。

这一年的战役开打之前，恺撒的8个军团是这样分布的：里杰尔河以北，3个军团；阿基坦尼亚，1个军团加2个大队；1个军团在舰船上待命；2个军团和8个大队由恺撒亲自统率。无疑，盖尔巴离开他设在阿罗布洛及斯人中建立的冬令营与他会师了。恺撒大概在距离卢瓦尔河河口不远的南特（Nantes）附近与之会师，继而渡过了维莱讷河（Vilaine）。

文内几人的城镇特别难以靠近，它们往往建在陆地的顶端，只能在涨潮时乘船抵达；退潮虽然给了地面部队靠近的机会，却也往往令船只搁浅，无法自保。再者，每当经过艰辛的努力，一个城镇被切断与海路的联系或陷入绝境时，蛮族只要将他们的物资装上数量众多的船只，就能轻易逃离罗马人不熟悉的溪流和海湾。公元前56年的整个夏天，他们将船只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船只是平底的，以便在内河中更快捷地航行，但是船头和船尾很高，用于抵御海浪和礁石的撞击；木料是多年生的橡木，坐板用2.5厘米
[4]

 粗的铁钉钉住；船锚上挂着铁索；船艏比罗马战舰更高，更坚固，更难遭受攻击和钩锁；船帆是柔软而轻薄的兽皮。这些船只在所有方面都适合航行，而且相比罗马人按照惯常模式建造的舰船，它们更能适应浅滩水战。罗马战舰仅仅在划桨速度方面超过文内几人——文内几人的船只只靠风帆推进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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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6年军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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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内几人的一个城镇




罗马人攻占文内几城镇的方法是在大陆上建筑两条平行的堤道，有时堤道甚至与城墙等高，堤道完工后潮水就被阻挡在堤道外侧，为士兵和攻城器械的推进提供了极佳的通道，事实上它也是武装工事。这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由于蛮族会像上文说的那样乘船逃跑，这些行动在多数情况下都徒劳无功。

这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却没能取得什么战绩。恺撒意识到，没有舰队他将一事无成，尽管几个月前他就已经下达了组建舰队的命令，舰队却迟迟未能在里杰尔河口集结起来。对罗马人来说潮汐是未知因素，他们也缺乏港口，罗马水手在这片水域缺乏经验，还有诸多其他因素推迟了准备工作。但是在《高卢战记》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没有得到解释——罗马的战舰建造得很快，例如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45天内建造了20艘五列桨战舰和10艘四列桨战舰，并率领它们起航出发；恺撒已经干了9个月，舰队却没有齐装满员。这样的延误并不合理，我们所知道的不完全是真相。

夺取了几个文内几人的城镇之后，恺撒深刻意识到，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他决定拿海战的结果碰碰运气。他在基伯龙湾东面的圣日尔达（St. Gildas）高地上安营扎寨，等待他的舰队。这是舰队组建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一旦准备就绪，罗马舰队就向文内几人推进，进入了海湾。当罗马舰队出现在视野中时，大约220艘文内几战舰就拔锚起航，信心满满地准备开战。在今天的圣雅克角（Point St. Jaques）附近，罗马舰队展开战线，它的右翼距离海岸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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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伯龙湾




罗马舰船较为低矮，甚至塔楼也没有蛮族战舰的船艉高，所以舰上的舰载步兵不能有效射箭投石，反而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远程打击之下。这是一个采取有利战术的问题。罗马人只在勇气、纪律和船只的速度上比对手强，但这被他们对大洋的不习惯和惶恐抵消，他们归咎于大西洋与他们故乡的地中海不同的品性。幸运的是，甲板上有大量挠钩（falces），它们颇像攻城战中使用的将砖石从城墙上拖下来的钩子，或者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将镰刀绑在长杆的末端。凭借天才头脑的灵光一闪，布鲁图斯想到了如何使用它们。罗马人将镰刀绑在桅杆上，然后划桨抵近敌人船边，用镰刀钩挂文内几战舰上连接帆桁与船帆的主缆绳；钩挂上之后，罗马桨手奋力划桨将自己的战舰划走，镰刀就会割断敌舰上的主缆绳，于是帆桁和船帆都会掉下来。由于没有桨，敌舰就此失去动力而随波逐流，只能静候战力更佳的罗马士兵登船，所有被罗马人登上的敌舰都投降了。

恺撒和整个罗马军队在山上目睹了这场海战，此战也是我们所知的大西洋上第一场有文字记录的海战，必定是个壮观的场面。尽管蛮族、罗马的舰只数量比例高达2:1乃至更高，但许多敌舰失灵或被靠帮登船之后，罗马人的英勇就占了上风；很快，那些尚未被俘的敌舰企图逃跑。但是，突然之间海面上风平浪静，敌舰统统动弹不得，恺撒的好运气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手帮忙。这天这个海湾里的风，在这个季节会向东或东北吹到中午，之后几乎完全风平浪静。这次逃跑的尝试就很倒霉，海风先吹散了文内几战舰，风平浪静的时候，罗马战舰又能一艘接一艘地攻击它们，而敌人却无法互相援救。从大约10时到日落，海战打得十分激烈，罗马人的战术和纪律极为高效，因此靠岸登陆的文内几战舰寥寥无几，这还是在夜幕掩护下做到的。

所有英勇、年轻和健壮的文内几人都集中在这支舰队中。在舰队被彻底歼灭之后，他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人船皆无。他们非常乐意乞求恺撒的怜悯。正如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所言，他认为自己不能原谅文内几人冒犯使节身上的神圣权利的行为，他决心用这个部落杀鸡儆猴，处决了所有文内几元老，将其他人卖为奴隶。很难判断这个不可原谅的暴行是出于其错误的政策导向，还是冷酷残暴，恺撒从不考虑后者，在政策方面他也很少犯错，但他采取的一些屠杀举措似乎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在亚历山大身上，人们不会为其类似的政策做辩解，但是由于此后几个世纪的文明和国际法的发展，恺撒的暴行似乎更加可怖。不仅那些经常限制亚历山大采取行动的军事上的必要性很少出现在恺撒的事例中，而且，恺撒对人命的诛戮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所犯过的任何罪行。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几乎所有批评家，都特别严厉地批评恺撒对文内几人施加的不必要的暴行。相比他的前辈们，恺撒的借口更少。奇怪的是，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不断因为所谓的残暴受到谴责，而这种品质却很少会归于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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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宾努斯的征战舞台




在与文内几人的战役早期，提多留斯·萨宾努斯已经卷入文内里人的事务，这是一个生活在今天诺曼底瑟堡（Cherbourg）以南的部族，他们的国王是维里度维克斯（Viridovix）。这位酋长从所有邻近部落，主要是勒克索维人（Lexovii）和奥来尔契-厄布洛维契人（Aulerci-Eburovices）中招募了一支大军，此外还有来自高卢各地的强盗和雇佣兵。萨宾努斯从卢瓦尔河畔的昂热附近出发，向北进军，在文内里人中间扎营。今天阿夫朗什（Avranches）以东约6千米有一处被称为沙特利耶军营（Camp du Chastellier）的营盘遗址，揭示了他可能扎营的地点；尽管这处遗址可能属于更晚近的营盘，但在前人的营盘旧址上建造新营盘并不是稀罕事。这座营盘显示了一个与常规形状不同，由地形决定的有趣变化。

萨宾努斯是一位拥有自己的战略意图的谨慎军官。他守在建造的营盘里面，以保证粮食补给线不被切断。维里度维克斯在距离他约3千米，今天称作塞河（Sée）的小河彼岸，每天都摆开战斗阵型，嘲笑罗马人怯懦胆小不敢出战。甚至萨宾努斯的部下也感到不满和羞耻，但是萨宾努斯有自己的目的，他想通过诱导敌人低估自己，从而让敌人养成麻痹大意的习惯。为了实现计谋，萨宾努斯挑选了一个狡猾的高卢人，通过许诺给他一大笔财物说服他逃到敌人那里诈降，在敌人面前，他的精湛演出让维里度维克斯相信罗马人确实被形势吓破了胆。这个间谍依计对蛮族酋长说，罗马人将在次日夜间被迫拔营出发，向恺撒靠拢，传言恺撒对文内几人的战役陷入了困境，间谍又设法说服酋长，罗马军队在撤退之前很容易遭到攻击和歼灭。这个间谍的确是个聪明伶俐的家伙，维里度维克斯相信了他的鬼话，决心刻不容缓地进攻罗马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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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利耶军营




这个营盘坐落在一座山岗上，它的西侧岩石嶙峋、陡峭险峻，其他方向要好一些。营盘的北坡平缓下降了1500米之后就是塞河河畔。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高卢人不仅全副武装，还携带了大量木材和灌木，用于填平罗马人的堑壕，他们急于在罗马人逃走之前抵达营盘。这些携带了大量物资的武士们爬上缓坡、抵达罗马军营前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了。萨宾努斯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战斗信号发出之后，精力充沛、以逸待劳的罗马人立即从两个角门冲了出去，扑向文内里人。文内里人大吃一惊，随即被打垮，没有进行值得一提的抵抗，转头逃命。罗马军团和骑兵紧随敌军追杀，屠戮了大部分蛮族。恺撒与萨宾努斯几乎同时获悉对方的胜利，因此这场胜仗加上不久后传来的恺撒战胜文内几人的捷报，彻底瓦解了这些民族结成的联盟。现在，各部落争先恐后地向恺撒称臣，并保证接受罗马统治。

这场战役是一个不错的范例，体现了高卢人草率、浮躁，却又意志薄弱的性格。他们豪爽、英勇、爱国，在战争初期是危险的对手，但他们会变得很容易气馁，从来没有耐性，他们缔结的互助条约一贯昙花一现，无法承受灾难。波力比阿（Polybius）
[6]

 和恺撒对高卢人的评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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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宾努斯的作战示意图




与此同时，部百流·克拉苏在阿奎丹尼亚承担着艰巨任务，阿奎丹尼亚位于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几年前由瓦勒里乌斯（Valerius）和孟尼留斯（Manlius）率领的罗马人在此地两次惨遭失败
[7]

 。克拉苏向南进军，搜集了大量粮食，从位于普罗旺斯行省西南部的托洛萨人、卡加索人（Carcaso）和奈波人中召集了最精锐的勇士，又从罗马统治下的各部族最好的兵员中招募了步兵、骑兵辅助部队。克拉苏渡过加隆纳河（加龙河），进入位于河左岸的索几亚德斯人（Sotiates）的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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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百流·克拉苏的作战地区




这些蛮族纠集了一支大军和不少骑兵，企图袭击行军中的罗马人。他们以骑兵的佯攻拉开了战斗序幕，同时将步兵埋伏下来。蛮族骑兵迅速被击溃，而罗马步兵在战斗中有些混乱，继续行军和穿过一条狭窄路径的时候突然遭到敌军的伏击，蛮族异常勇猛地从藏身之处现身，战斗立即进入白热化。蛮族为捍卫家园而战；在没有统帅在场和年轻将领的指挥下，罗马军团向世人展现了他们能做什么，毫无疑问，每个罗马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在战斗中找到逃跑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又一次，罗马人的军纪占据了上风，索几亚德斯人被击败，惨遭屠戮。

随后，罗马人围攻他们的首都和行军途中的主要索几亚德斯城市，关于蛮族首都是位于今天的莱克图尔（Lectoure）还是索（Sos）的说法各异。蛮族的抵抗相当顽强，克拉苏被迫建造盾车和塔楼。索几亚德斯人中有许多铜矿工人，他们在抵抗各种攻城器械，挖开罗马壁垒和自己建造盾车方面充分展现了技巧，但都未能奏效。罗马人相当勇猛顽强，迫使他们开门投降。进行投降谈判期间，蛮族酋长阿狄亚都安纳斯（Adcantuannus）与他的600名精选的“共命”勇士
[8]

 试图突围出城，但还是被赶回城内。尽管如此，考虑到他的英勇无畏，他没有被剥夺平等的投降待遇。之后，克拉苏向同在加隆纳河左岸的获卡德斯人（Vocates）和生活在阿图利斯河（Aturis）
[9]

 的塔鲁萨得斯人（Tarusates）进军。

这几个民族相当精明，派遣使节前往常年与罗马人交战的近西班牙（Hither Spain）
[10]

 招揽辅助部队，他们不仅从这里得到了士兵，还招揽到了熟悉罗马作战方式的军官，其中许多人曾在伟大的游击战英雄塞多留斯麾下效力。这些最训练有素的军官们开始加强适当位置的工事，并且占领可利用的小径骚扰克拉苏，以至于克拉苏发现，除非他尽快展开会战，否则就会断粮并被迫撤到安全地带。因此，他按照惯例组建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些罗马委员们推翻了委员会从不参战的说法，罗马人开会并保持战斗性，现在他们决定开战。

次日，克拉苏摆开两条战线的阵型，辅助部队位于中央，准备战斗。尽管在数量上优势巨大，敌人却宁愿采用费边战术
[11]

 ，打算暂时不进攻罗马人，等到罗马人为了筹集粮草而被迫撤军，从而处于不利地位，受行李辎重拖累，步履维艰时再动手。克拉苏看出，尽管进攻设防坚固的壁垒是违反常规的，但除了自己进攻之外别无他法。他这样做，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部队的求战心切，将士们大喊着要求一战，还认为蛮族已经怕了。

敌人以罗马人的方式占领并构筑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营盘。这场大胆的进攻是在敌人的前方和两翼进行的。罗马人以炽盛的远程火力试图将守军赶出工事，这样如果发动进攻的话就能取得成功。辅助部队为军团和轻装部队提供石块和武器，运送用于填平战壕的草木和建材。当战斗达到白热化时，克拉苏获悉敌营的后门（Decuman）防御空虚。一般来说，所有军营的后方都不如前方和侧翼坚固。克拉苏挑选了若干骑兵和原先留在后方守卫营盘的步兵大队主力，在给了这支部队如果获胜就能获得巨额赏赐的承诺之后，克拉苏派遣他们出征。他们通过远在敌人视野之外的漫长迂回路线，绕到敌营后方。这招出乎蛮族的意料，罗马士兵们破坏了后门的防御工事，在大多数敌人意识到兵临营下之前杀入敌营之中。这个机动取得了圆满成功。罗马人在大喊大叫和刺耳的号角声中杀向敌人的背后，在迂回部队的鼓励下，正面进攻的罗马军团勇气倍增。看来不必再发动更多的进攻了。蛮族无法承受腹背夹击，纷纷逃到军营外的平原上。总计5万名的敌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逃脱了罗马短剑和骑兵的杀戮。这场发生于公元前56年秋季的战役，导致几乎整个阿奎丹尼亚向罗马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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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百流·克拉苏的作战区域




现在，除了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整个高卢都已经沦陷，这两个民族分布在从莱茵河口向南延伸到今天的布洛涅（Boulogne）的土地上，后来荷兰人（Dutch）费尽辛苦地将这片土地从海洋手中拯救出来。这些民族从未向恺撒派遣使节，当恺撒逼近他们的领土时，他们汲取了其他高卢人被击败的教训，退入森林和海岸滩涂之中挑战他的权威。他们没有城镇，居住在帐篷和洞穴里，这对他们而言并不困难。恺撒要亲手将他们赶出巢穴。恺撒抵达与沿海低地毗邻的森林边缘——今天的圣奥梅尔（St. Omer）附近地区——的时候，生活在此地的部落早已带走了全部财产，并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敌对行动——蛮族在罗马人准备扎营的时候发动了袭击。在森林中行军有遭到伏击的危险，恺撒开始在行军路线上伐木，开辟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他出人意料的砍伐速度令敌人大吃一惊——蛮族自己的工具很粗劣，所以伐木速度很慢。恺撒将砍下的树木堆在道路两侧，充当防御壁垒。他有特别出色的工程师（praefectifabrum）队伍，尤其是路求·哥尼流·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和骑士马穆拉（Mamurra），他们以在工程和围城领域中的机智而闻名。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证明了这些军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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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




按照《高卢战记》的说法，罗马军队追上了撤退中的蛮族军队的后卫，从他们的辎重车辆上搬下许多牲口，但由于严冬将至和暴风雨的来临，恺撒不得不推迟针对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的行动，入驻冬令营。蹂躏了这个国度，烧毁当地的房屋之后，罗马军队在奥来尔契人和勒克索维人中间，塞广纳河与里杰尔河之间的海岸上（诺曼底）安营扎寨。与其他战役一样，恺撒开创了最好的局面，但他从未完全征服高卢的西北部。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只是无法扩大其危害而已，他们依然保持着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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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装士兵




恺撒的成绩归功于他精明地削减了这场战役的工作量，但是萨宾努斯和克拉苏的胜利必须归功于他们自己。他们对恺撒的计划的执行完全达到了预期，随之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声望。恺撒的第四次文内几战役的成果很大程度上缘于布鲁图斯的指挥，还要加上一点好运气。任何批评都不能贬低恺撒的辉煌成就，但也不能高估它们。恺撒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由在战争中受过所有细节的训练的军官们指挥，他要对付的民族都是野蛮人，不善于常规战争，高层意见不一，投入战场的兵力也不比罗马人多太多，所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罗马人。

第五场战役是针对莫里尼人的，此役完全出于他的野心，对于征服高卢的事业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但这点并未迅速体现出来。莱茵河、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是恺撒征服高卢的唯一边界，如果他想征服的话，在不讨论恺撒是否有权征服这个国度的一寸土地的前提下，这些疆界之内发生的一切都必须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公元前56到前55年冬季，恺撒一如既往地返回山南高卢。




[1]
 译注：今瑞士马蒂尼（Martigny）。



[2]
 译注：也叫伊利里亚（Illyria），古代伊利里亚人的居住区，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今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境内。



[3]
 译注：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或前63年生于小亚细亚的阿马西亚，约公元23年去世。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4]
 译注：原文是“1拇指”，罗马文化圈的寸，例如英寸（inch），词源就是拇指。



[5]
 译注：罗马人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而地中海是个封闭的内海，风浪不大，所以驱动船只主要靠人力划桨。大西洋是开阔的大洋，风急浪高，所以行船主要靠风帆。因此，罗马人的船只来到大西洋在正常情况下不如高卢人的船快。



[6]
 译注：波里比阿，古罗马历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203年，卒于公元前121年。本是希腊人，晚年成为罗马公民。



[7]
 译注：苏拉死后，民主派残余的首领奎因都斯·塞多留斯占据西班牙，与罗马元老院派去的军队作战。公元前79年，高卢行省的前执政官路求·孟尼留斯率领三个军团赶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去支援罗马政府军，被塞多留斯的部将击溃，当他带着残军退回行省时又遭到阿奎丹尼人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8]
 译注：共命（soldurii）——古代许多落后部落都有这种制度，这里的译法出自《新唐书·吐蕃传》“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



[9]
 译注：今阿杜尔河（Adour）。



[10]
 译注：从公元前197年起，罗马把伊比利亚半岛组成两个行省，一个叫近西班牙，包括已经罗马化了的埃布罗河下游一带，另一个叫远西班牙（Hispania ulterior），包括瓜达尔基维尔河一带。帝国初期又重分为三个行省。



[11]
 译注：费边，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统帅，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03年，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而著称于史册。费边战术指一种拖延迂回的战术，不急于达到目的，用时间拖垮敌人。








第十章


莱茵河（公元前55年春季）

次年（公元前55年）年初，一些日耳曼部落在莱茵河口上游不远处渡河侵入高卢。三年前，这些饱受苏威皮人袭扰的日耳曼部落终于被赶出了家园。在之后的三年内，他们在日耳曼尼亚四处游荡，作为最后的求生手段，他们渡过莱茵河，屠杀蹂躏了门奈比人的土地。去年冬季（公元前56到前55年间），他们就在此地过冬，没人知晓他们下一步会指向何方。

前文已经提到苏威皮人，他们在两年前曾派出由阿里奥维司都斯指挥的部队，但被恺撒击败。他们是一个勇猛尚武的民族，食用肉、奶维生而非粮食；他们是优秀的猎人，以身高力壮著称；在最寒冷的天气里，他们也只穿仅能蔽体的兽皮，他们经常在露天河流中洗澡；他们的骑兵被训练出下马徒步作战的本领，而马匹会留在主人下马的原地待命，直到骑手回来再次骑上它们；他们没有给马套上马鞍的习惯，据推测，他们可能与努米底亚人一样没有马缰绳；他们鄙视奢华，禁止饮酒。据说，他们在自己领土的东面已经蹂躏了900千米的土地。在他们西面的民族之中，乌皮人已经沦为称臣纳贡的藩属。正是某些乌皮人的部落——乌西彼得斯人（Usipetes）和登克德里人（Tenchtheri）——现已强渡莱茵河，过河的人数高达43万人，并向内陆推进了一段距离。人们认为他们的推进是在某些高卢人的同意下取得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高卢人希望这场移民行动能够增强他们对抗罗马人的力量。过河地点可能在今天的克莱沃（Cleves）和克桑滕（Xanten）附近，那里正对着他们的地盘。从克桑滕沿着莱茵河左岸下行是一条长约45千米的高地链，莱茵河在它们的脚下流过。这些高地中间有两个豁口，分别位于克桑滕和克莱沃附近。日耳曼人入侵过程中使用过的这些山口，在被罗马征服后得到了加固。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已经挺进到莫塞河（马斯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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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诺曼底到莱茵河




公元前55年4月，恺撒比往年更早加入了他的诺曼底军团。他决心立即向这些日耳曼人开战，日耳曼人受到各高卢部落的邀请，已经深入到远及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和德来维里人的附庸孔特鲁西人（Condrusi）的地盘上。早春时节，他从位于塞广纳河与里杰尔河之间的冬令营中调来部队。他将萨马洛布里瓦（Samarobriva，今亚眠）附近的各部落集中到一起，明智地没有指责他们勾结日耳曼入侵者，而是运用他的说服力来促使他们提供粮秣和数量可观的辅助部队，尤其是一支5000人的精锐骑兵。大约在5月初，恺撒来到位于亚眠的军团冬令营，随后向康布雷（Cambrai）、沙勒罗瓦（Charleroi）、通格尔（Tongres）和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进军。5月末，他在马斯特里赫特渡过莫塞河，这是最自然的路线。危险迫在眉睫，在这些移民中有10多万名武士，他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抵达莫塞河之前，恺撒遇到了日耳曼人派来的使节，只要恺撒同意日耳曼人保留已经征服的土地，他们就愿意和谈。恺撒断然拒绝，告诉日耳曼人，他们必须渡过莱茵河返回老家。恺撒指出，居住在今天科隆（Cologne）附近的乌皮人会满足日耳曼人的领土要求，因为乌皮人曾经向他乞援来对抗苏威皮人，而且现已准备执行他的命令。日耳曼使节们假装同意这些条款，要求恺撒推迟进军，给他们一小段时间，直到他们回去向自己的元老院汇报后再给恺撒答复。恺撒不同意推迟进军，按照《高卢战记》的说法，恺撒认为这是日耳曼人的缓兵之计，此前日耳曼人的骑兵为了抢夺物资而渡过莫塞河，向河对岸的安比瓦里蒂人（Ambivariti）发动了一场远程奔袭，他们要为骑兵返回争取时间。恺撒渡过莫塞河继续向敌人挺进，在距离敌人不到18千米处，大约在今天的施特拉伦（Straelen）附近，他再次遇到了这些使节，使节们找了类似的借口，希望恺撒停下脚步，留给他们至少三天的考虑时间，如果到时候乌皮人发誓会接受他们，他们的部落就会渡过莱茵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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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河和马斯河地区




此时是6月初，恺撒已经离开莫塞河附近地区，或许已经越过了今天的芬洛（Venloo）。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正在尼尔斯河（Niers River）河畔戈赫（Goch）附近的平原上。恺撒同意只前进6千米，前往能为罗马军队汲水的最近地点。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地形学估测是正确的，那么此地就是尼尔斯河。恺撒刚刚派骑兵挺进到那附近，日耳曼人用大约800名骑兵袭击了罗马骑兵，打得罗马骑兵溃不成军，74人阵亡。他们的战术很奇特：


他们一看到我军为数五千人左右的骑兵时，立刻发动了进攻。我军因为他们派来求和的使者刚离开恺撒，那天又正是他们要求休战的一天，因此丝毫没有预计到这种情况，很快就陷入混乱。等到我军重新转过身来进行抵抗时，敌人依照他们的习惯，跳下马来，刺我军的马，使军团的许多士兵摔下马来，其余的也都被弄得四散奔逃，直到看见我军团的行列方才止步。


这看起来是个严重事件。这场袭击似乎是由一些误会引起的。吊诡的是，5000名罗马同盟骑兵居然被数量这么少的敌军赶了回去。这场袭击一定是战前声势浩大，打起来却草草了事。日耳曼骑兵一向能征善战。对于这场失利，恺撒感到愤懑，决心报复。他认为这是背信弃义之举，正如他解释的那样，这场袭击发生在使节们进行谈判的同时，双方处于休战状态，日耳曼人“一面玩弄阴谋、假作求和，一面却又发动攻击”。他立即做了他曾严厉谴责的事情，对解释和道歉置若罔闻。

次日，日耳曼人又派来一个庞大使团为昨天发生的不幸事件道歉，但是恺撒却认为此举是为了给还未全部回营的日耳曼人骑兵争取时间而进行的停战。恺撒拘捕了日耳曼使节们，并将他的军队排成三条战线，这可能是以大队为单位的三路纵队，昨天被敌军击败的骑兵放在了后面，罗马军队以两倍于平时的速度挺进，迅速走完双方之间的12千米路程，在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抵达敌人的营地，完全出敌意料地达成了突袭效果，继而带着满腔怒火杀向敌人。敌人惊慌失措，在极少数没有陷入恐慌的敌人进行了短暂抵抗之后，日耳曼人丢盔弃甲，四散奔逃。骑兵被派出去追杀敌人，将逃窜的敌人赶进由莫塞河与莱茵河构成的死胡同。在这里没有死于刀剑之下的人，只能跳入河中逃生，其中大多数人葬身鱼腹，渡河逃生的寥寥无几。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被无差别屠杀了，多达43万人命丧黄泉。除了没赶回来的骑兵，整个民族都被斩尽杀绝，罗马方面只有几人受伤。

《高卢战记》关于此役的叙述扑朔迷离。佛罗鲁斯把击败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的战场定位于莱茵河与摩泽尔河（Moselle）的交汇处，这更让人困惑。而狄奥·卡西乌斯则说恺撒是在德来维里人中间与他们遭遇的。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然而这些人的证据与《高卢战记》不符。位于摩泽尔河—莱茵河夹角中的地区支离破碎，没有古代道路的痕迹，几乎无法维持这些部落的滋养。如果恺撒按照这种理论向那里的敌人进军，他就必须穿过阿登森林，而他没有像他很可能会做的那样提及此事。看起来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听说恺撒迫近时，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撤回了他们在搜集粮秣的人马，撤往设在门奈比人中间的基地。在摩泽尔河附近渡过莱茵河会将他们引向敌人乌皮人附近，所以他们走这条路的假设是不可能的。

在高卢舞台上上演的这可怕的一幕，一直饱受文人墨客的最严厉的谴责。亚历山大的全部大规模报复行为，汉尼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指控他在布匿战争中的十五年间在意大利的残暴行径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恺撒在这里肆意展露的对人类生命的毁灭。亚历山大的大屠杀是出于他和军队在远离后方基地的安全需要，恺撒的这场屠杀则不一样，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蛮族违反了万民法
[1]

 ，那么恺撒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罗马，他的政敌们愤怒异常，以至于加图公然提议，应该把恺撒的头颅砍下来，送给幸存的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作为他们的使节还在恺撒的军营中谈判时恺撒就发动进攻的补偿。也许没有比此役更加不可原谅的罪行了，即使《高卢战记》的生花妙笔也无法为之开脱。如果不是在所有古代的伟大军人之中，最不应该受到指责的汉尼拔却背负着残暴的指控出现我们面前，那么恺撒不必要的残暴行为就不会像这样被人揪住不放。指控是不公正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也许这些统帅不会因为不人道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问题源于时代而非源于他们的品质。但是，如果将残暴特质归于他们中的某个人身上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三大统帅中，恺撒是最应该遭受谴责的，而汉尼拔是最不应该的。

如拿破仑三世所说的那样，完成了这场“辉煌胜利”之后，恺撒下定决心，作为一种向日耳曼人强行示威的手段，率领大军跨越了莱茵河。那些依然不相信恺撒实力的部落会觉得，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也无法逃脱恺撒的攻击。恺撒认为，向日耳曼人表明任何自然或民族障碍都不能阻挡罗马人的武力是明智之举，而且让他们明白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只要他们再肆意入侵高卢，他们就会被罗马人找到并遭受惩罚。

[image: ]
◎ 莱茵河




眼下形势大好。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被歼灭的时候，那些在外劫掠的骑兵已经撤到莱茵河彼岸与苏刚布里人（Sugambri）合流，后者是今天鲁尔河（Ruhr）、锡格河（Sieg）分别与莱茵河汇流处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恺撒派人到苏刚布里人中要求他们投降，因为他们是背叛、进犯罗马人的部落之一，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乌皮人再次派人乞求恺撒帮他们对抗正在严酷压迫他们的苏威皮人。乌皮人将他们的全部船只和交通工具都交给罗马人用于渡河，但恺撒认为用船渡河不够安全，他说依赖他人帮忙不符合罗马共和国的尊严。

入侵日耳曼疆土完全是出于野心，这片土地在恺撒的行省之外。如果不对罗马元老院的法规进行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解读，他确实没有跨出高卢边界的权力。根据当时众所周知的万民法，他无权进犯一个对罗马没有采取公开或秘密敌对行为的部落，更不要说征服他们了。对此他也不想否认。对于恺撒的权利和动机说这么多，只是为了驳斥老生常谈——除了保卫罗马的爱国主义动机之外，恺撒别无所图。

恺撒拒绝使用船只渡河和建造一座桥梁的计划很可能就是为了安全返回高卢，以防发生任何不测，这是个明智之举，但是入侵行动本身是否明智还是需要商榷。在高卢，如果恺撒要征服整个国度，他必须要维持攻势。但几乎确切无疑的是，对于高卢边界之外的地方，最佳的军事策略应该是最严格的防御，尤其在像莱茵河这样明确的天然屏障上。对于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蛮族，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杀一儆百的典型，这就足够了。

关于桥梁的位置一直颇有争议，都不能被完全证实。许多人赞成它位于今天科布伦茨（Coblentz）的下游，莱茵河与摩泽尔河交汇处。那些将屠戮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的地点设定在这里的人，自然青睐此地作为渡河地点。有些人将建桥地点放在莱茵河下游远处的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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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河桥梁（横截面）




选择波恩（Bonn）作为渡河地点是有理由的。《高卢战记》出具的恺撒从德来维里人的地盘来到了乌皮人的疆域的说法，与许多可能的地点相符。但是，他距离苏刚布里人绝不会太远，摩泽尔河与莱茵河的交汇处在苏刚布里人的地盘上游远处。仅仅一年之后，恺撒从莱茵河畔出发，穿过阿登森林，自东向西，在塞尼人（Segni）和孔特鲁西人的地盘附近，走过一座“稍微上游”的桥梁，向阿杜亚都卡（Aduatuca）
[2]

 进发。从科隆出发的话，他会推进到这些民族的北侧；从科布伦茨出发则会到南侧。波恩附近的莱茵河河床非常适合打桩；波恩以南的河床多岩石，而且多山的河岸使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建桥。50年后，正如弗洛拉斯（Floras）告诉我们的，德鲁苏斯（Drusus）
[3]

 从这里渡河攻打苏刚布里人，而且德鲁苏斯可能会从恺撒的经历中获益良多。这种可能性强烈支持了在波恩建桥的说法。

在莱茵河上的这个地点快速搭建一座桥梁，而且没有事先准备或架桥工程队，这在今天也是不可小觑的工程壮举。这条河的宽度超过400米。从采伐木材开始，恺撒在10天内完成了架桥任务，当时是6月中旬。这座桥用钉入河床的木桩支撑，用横梁和绳索牢牢固定。恺撒自己的描述很清楚：


他决定按照下列方式建造桥梁：把许多各1.5罗尺（0.45米）粗的木柱每两根连在一起，中间相距2罗尺（0.6米），下端的根部稍稍削尖，削尖的长度与河床的深度相当，利用机械的力量把它们送到河中立住后，再用打桩锤把它们打入河底，却不像木桩那样垂直地立着，而是倾斜着俯向河水顺流的一方。面对着这一对对柱脚，又在下游方向距离它们约40罗尺（12米）的地方，另外树立起同样的成对柱脚，也同样紧紧地连在一起，只是倾斜的方向是逆着水力与激流的。每一对这种柱脚连起时空出来的2罗尺（0.6米）空当中都插入一根长梁，在它们的外档，还有2根斜撑，一里一外地从顶端把它们撑开。由于它们撑开着，而且又相反地夹紧，因此这些工程异常牢固，水流和冲击的力量愈大，柱脚相夹得就愈紧。这些长梁上面又都直交地铺上木材，连在一起，再加上长木条和编钉好的木栅。除此之外，桥梁面向下游的水中还斜插着木桩，像一堵护墙似的紧凑地配合着整个工程，以抵抗水流的冲力。在桥梁上流不远处，也有同样的工程，如果蛮族把树干或船只投入上游水中，企图让它冲下来撞毁这些工程时，这些防栅可以减轻冲力，避免桥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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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河桥梁（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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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河桥梁（俯视图）




俯视图完备地描述了桥梁结构。

工程的浩大主要由使用的材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来衡量的。由于恺撒拥有他能动用的所有人力，加上建桥材料近在咫尺，而桥梁的形式是罗马人所熟悉的，所以它的建造主要以其巨大的规模和惊人的竣工速度而著称的。我们已经说了恺撒拥有非常杰出的工程师，他也没有遇到阻挡他渡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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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骑兵（来自一具石棺）




完成建桥工作并在桥两端的桥头堡中派驻了强大的守军之后，恺撒率领他的军队渡过莱茵河，并向锡格河和阿格河（Agger）挺进。有几个民族立即表示臣服；苏刚布里人带上全部财物离开了他们的领地，“躲藏到荒野和密林中去”。恺撒蹂躏了他们的原野，继而进入乌皮人的地盘。这个事实也表明波恩附近是渡河地点。如果他在科布伦茨渡河，那么他一到莱茵河右岸就已经进了乌皮人的境内。

在乌皮人中间，恺撒获悉苏威皮人也已将他们的所有财产、妻儿送走了，他们把所有战士集中在领地中心的一个地点，在罗马军队东面几天行程的地方等候罗马人的到来。正如《高卢战记》的记载，恺撒已经完成了他所希望完成的一切工作，在莱茵河右岸待了18天后，他返回高卢并拆掉了那座桥梁。

其实他没做成任何事情。他没能得到他向苏刚布里人要求引渡的日耳曼骑兵；他仅仅承诺帮助乌皮人，也没有进攻苏威皮人。问题在于，如果恺撒根本没有渡过莱茵河的话，那么除了那座令日耳曼人惊诧不已的桥梁，他在日耳曼人心目中的威望会不会更高一些？从军事角度说，留在高卢或许才是更加明智之举。通过两次将日耳曼人赶回莱茵河彼岸，令他们遭到残酷惩罚，这片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入侵日耳曼人的领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实上，可以说他在莱茵河东岸一无所获，这肯定降低了他在日耳曼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正是通过这番表演，他在罗马的名声和尊威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他的信函和《高卢战记》都为之增光添彩。为了抵消他的敌人试图以他屠杀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为借口来整垮他而发动的雪崩般的责难，他在罗马的朋友们开始忙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莱茵河之行是一大辉煌成就，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




[1]
 译注：至少从西塞罗以后，万民法被理解为所有与罗马有交往关系的国家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而与以自然正义为依据的自然法（jus naturale）相区别。



[2]
 译注：今天的通格尔。



[3]
 译注：尼禄·克劳狄·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公元前38—前9年），又称大德鲁苏斯，古罗马将军，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之弟，其母李维娅·德鲁茜拉改嫁屋大维（奥古斯都）后出生，初由生父抚养，公元前33年成为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继子。公元前14年，德鲁苏斯前往日耳曼前线。公元前12年，他渡过莱茵河，对日耳曼各部落发动进攻。








第十一章


不列颠（公元前55年秋季）

此时已是夏末，尽管作战季节行将结束，恺撒还是决定向不列颠进军，正如他所言：


因为他发现差不多在所有的高卢战争中间，都有从那边来给我们的敌人的支援。他认为，即使这一年留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够从事征战，但只要能够登上那个岛，观察一下那边的居民，了解一下他们的地区、口岸和登陆地点，对他也有莫大的用处，而这些却是高卢人几乎全不知道的。
[1]




这种解释看起来像是事后诸葛亮。不列颠人（Britons）向高卢人提供援助的说法并不能站住脚，而且此说几乎完全建立在这一说辞和另一种说辞的基础上，即在狄维契阿古斯的统治下，苏威西翁内斯人已经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了不列颠。

除了勃勃野心之外，恺撒可能还具有很多旅行者的本能，他渴望了解这个岛屿及其人民、港口、资源和交通。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一致认为，对罗马而言，远征不列颠毫无用处。苏维托尼乌斯说恺撒在寻找珍珠，这是一个相当站不住脚的动机。当恺撒打算入侵一个国家的时候，无论入侵理由是好是坏，只要能合理加以利用，找到一个开战借口就足够了，入侵不列颠就是如此。7月，他返回海岸，将所能找到的商人都召集来盘问，查明他们只对正对着高卢的那一段不列颠海岸有所了解，因为他们从未深入不列颠内陆，只在一两个地方做过生意。

恺撒对不列颠的描述模糊不清，但是考虑到获取信息的难度，这已经算写得不错了。他认为不列颠的气候比高卢更加温和，知道同样的土壤会出产同样的作物，但成熟得更慢。不列颠人口众多，东、南海岸的居民都是比尔吉人，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掠夺财物，最终定居在不列颠。就这样，肯几姆（Cantium）
[2]

 有了居民。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国王。恺撒提到，生活在今天的埃塞克斯（Essex）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的德里诺旁得斯人（Trinobantes）的原始城镇（oppidum）无疑就是伦敦（London）；钦尼马依人（Cenimagni）居住在萨福克（Suffolk）；塞恭几亚契人（Segontiaci）居住在汉普郡（Hampshire）和波克郡（Berkshire）；别布洛契人（Bibroci）居住在萨塞克斯（Sussex）和萨里（Surrey）；安卡利得斯人（Ancalites）和卡西人（Cassii）生活在更遥远的北方。总体而言，不列颠人的文明程度低于高卢人。他们的住所是木屋和粗糙的茅草棚。他们将粮食埋在地窖里面。他们的城镇只是森林中的居民点，用壕沟和工事保护起来。他们的身材与高卢人一样，但是不列颠人更高大勇猛，长着金色长发而非红发。他们身着兽皮，靠肉和奶维生，几乎不吃蔬菜。他们用靛蓝将身体涂抹成蓝色。一夫一妻制很普遍。他们在远古就把锡卖给腓尼基人（Phoenicians），靠进口获得青铜。他们没有船只。他们信仰德鲁伊教（Druidical）。他们用长剑和小盾牌作战，通常进行小规模散兵战，而非像高卢人那样进行大规模战斗。他们的战车数量众多且颇为有效。

鉴于对不列颠所知甚少，恺撒派遣盖乌斯·沃卢森纳斯（Caius Volusenus）乘坐一艘战舰对海岸进行了一次快速侦察，以确定哪个港口能驻泊一支庞大舰队，获取关于那些民族及其战争体系和风俗习惯的情报。他命令舰队在莫里尼人的一个港口完成集结，继而前往依久乌斯港（Portus Itius），此地不大可能是后世的布洛涅（Boulogne），尽管这里还不能算作居民点。恺撒则从莱茵河出发，通过井井有条的行军来休整他的人马，同时他下令各地送来大量船只，包括那些他曾用来攻打文内几人的船只。在这些工作正在推进的时候，有几个来自不列颠的部落就遣使称臣了，他们无疑是通过商人听说了恺撒的胜利，以及准备入侵他们的土地的消息。这些使节得到了恺撒的殷勤接待，恺撒还派高卢酋长康缪斯（Commius）与他们一同返回不列颠报聘。恺撒让康缪斯当上了阿德来巴得斯人的国王，并对他寄予厚望。恺撒说，康缪斯在不列颠上层人士中颇有威信。康缪斯的任务是尽可能造访不列颠部落，让他们熟知恺撒的丰功伟绩，告诉他们罗马人是什么样的人，使他们相信这些新来者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还说恺撒本人很快就会前往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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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到不列颠




五天后，沃卢森纳斯就回来汇报工作了。他甚至没有登陆，只是观察了一些情况，而能汇报的情况又不多。这次侦察历时甚短，又明显缺乏动力，他只能在海岸走马观花。

幸好此时莫里尼人前来称臣，献出了许多人质，他们以需要了解罗马人为由，请恺撒原谅他们从前的抵抗行为。渡海远征是在恺撒预计没有进一步的战役的情况下发动的，现在没有敌人可以袭扰他的后方。8月，他拥有80艘渡船，足够2个军团——他将亲率的第7、10军团渡海，运输船队由适量的战舰护送。这2个军团大概分别由盖尔巴和拉频弩斯指挥，总兵力肯定不会超过1万人。骑兵由450名精兵组成，在距离这片海岸的12千米处的另一个港口登上了18艘渡船，恺撒称这个港口为“较远的那个港口”（Portus Ulterior）
[3]

 。在这里，除了有所延误之外，骑兵们还遇到了逆风。财务官、副将和主管官员们分散下去指挥部队，这样每支部队都有一名指挥官。恺撒将留守部队交给提多留斯·萨宾努斯和奥龙古来犹斯·科塔去对付那些还没有明确表示臣服的门奈比人和莫里尼人中的海岸部落，这样他才有信心在渡海远征期间没有后顾之忧。苏尔皮基乌斯·鲁孚（Sulpicius Rufus）受命率领部队驻守这个出发港。

公元前55年8月末，恺撒在第一阵顺风下扬帆起航，几个小时之后（1至10时），抵达了正对着多佛尔（Dover）的白垩悬崖
[4]

 的不列颠海岸。在恺撒的时代，大海距离悬崖很近，从崖顶投掷出的标枪足以落入涨潮的海滩。约公元950年，这个古老的港口完全被淤泥堰塞。由于这看起来不是个适于登陆的好地方，恺撒在提醒他的军官们按照命令迅速行动之后，大约于下午3时，他航行到这片海岸上方约10.5千米的地方，按照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则是21千米，这里是个高耸入云的海岬，无疑就是南福尔兰角（South Foreland），舰队在迪尔（Deal）抛锚停泊。

大量不列颠人已经集结完毕，正对着恺撒的登陆海岸，不列颠人猜到了恺撒的意图，以骑兵和战车为前锋，追踪恺撒的动向。不列颠人抵抗罗马人登陆的意志非常强烈。罗马军团试图登陆时，不列颠人深入到海水之中，向罗马军团投掷标枪。鉴于这些船吃水太深无法靠岸，罗马人也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和扎营设备，他们发现自己很难从船里出来。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恺撒派遣一些战舰前往附近的一个海岸，他们可以在那里从侧翼用投石、箭矢和攻城器械打击不列颠人。这次分兵令敌人大吃一惊，迫使他们向内陆稍稍退却。看到士兵们的登陆进展依然缓慢，第10军团的旗手手执军团鹰帜（legionary eagle）跳进波涛，号召战士们跟着他前进——如果不想看到神圣的军团标帜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落入敌手的话。第10军团的士兵们立刻涌上海岸，这个榜样行为鼓舞了罗马全军，大家迅速跳入海中，赶走了敌人。


双方战斗得都很激烈。但我军士兵因为不能保持阵列，站又站不稳，也无法紧跟着自己所属的连队，随便哪只船上跳下来的人，都只能凑巧碰上哪一个连队的标帜，便跟了上去，因此十分混乱。但敌人是熟知所有暗滩的，他们在岸上一看到成群兵士从战舰上一个一个跳下来时，就驱马迎上去，乘我军还没摆脱困难时加以攻击，有的以多围少，有的又用矢矛攻击已集中了的我军暴露着的侧翼
[5]

 。恺撒注意到这点，就命令战舰上的舢板，同样还有那些巡逻艇，都装满士兵，看到哪部分遇到困难，就派去支援他们。我军一到完全站定在干燥的地面上，所有同伙也都在身后跟上来时，就开始攻击敌人，并击溃了他们，但却不能追得很远，因为骑兵没有能掌握航向，未能及时赶到该岛。就缺了这一点，恺撒才没获得惯常得到的全胜。


像这样的小事件能够让人们比较古代和现代士兵。今天的军队在枪林弹雨之下以轻松惬意的方式登陆，每个人似乎都按自己的谨慎或勇气，而非按照军官的命令行事，是一种荒谬的体验。古代的军纪严明，但即使是恺撒的军队，军纪的严明程度似乎也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谓军纪与我们今天的军纪大相径庭。

就这样被击败的不列颠部落遣使求和，随同不列颠使节前来的还有康缪斯，恺撒之前派康缪斯与派到高卢的不列颠使者前往不列颠。康缪斯一到不列颠就被抓了起来，身陷囹圄，这一事实似乎否定了《高卢战记》所宣称的康缪斯在不列颠拥有的影响力。现在，不列颠人把康缪斯放了回来，让他向恺撒捎话，将全部过失都推卸到情绪失控的群众身上。这些海岸部落的彻底臣服，迫使恺撒原谅了这种违反万民法的行径。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还没强大到不需要采取任何举措的程度。他带走了一些人质，还索要更多。不列颠人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没有立即交付人质。因此，在军团登陆的四天后，恺撒就与居住在他登陆的肯特地区的民族达成了和平协议。

那些从另一个港口乘坐18艘渡船起航的骑兵抵达了岸边，但是在海岸附近遇到严重的暴风雨。尽管拼尽全力，他们也未能登陆，只得返回高卢。与此同时，一股非常高的潮水摧毁和破坏了许多之前军团用来渡过海峡的船只。此时正值公元前55年8月底满月和涨潮的时候，罗马人没有将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足够远的地方
[6]

 。战舰已经拖上了岸，但运输船还系泊在海面上。汹涌而至的海水灌满了战舰，令运输船互相碰撞。那些没有被撞碎的运输船失去了锚、缆绳和船帆。由于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加上罗马人没有足够过冬的粮食，不仅士兵们惶恐不安，还让不列颠人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臣服于恺撒。因此，他们没有送去承诺的人质，反而聚在一起开会，并一致同意进攻恺撒的营盘。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能够歼灭这支军队，那么其他罗马人就不敢渡海入侵不列颠了。恺撒的营盘不大，军团没带多少行李辎重过来。恺撒只带了三个仆人，这不能让我们了解他携带的辎重的总体状况。蛮族看到他没有骑兵，又失去了许多船只，觉得这是将他赶下海的良机。

尽管不清楚对方的图谋，但是恺撒已经心生疑窦，对每一种可能的意外都做了相应准备，而且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军营中的纪律得到了严格执行。和平还没有破裂，蛮族在罗马营地附近逡巡徘徊。由于远征军中有大批修船工人，船只都得到了及时修理，他们拆下破损船只的陈年木材和青铜去修补其他船只，因船只沉没而失去的材料则从大陆运过来。经过奋力维修，仅有12艘船不适合日后的使用。

不久之后，第7军团像往常一样出营到唯一一块麦子尚未收割的地方附近去筹粮，当士兵们分散开来往口袋里装粮食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伏击。这个军团被一群骑兵和战车包围，由于驰骋的战车令罗马人感到不适应，不列颠人发出的奇怪叫嚣也使士兵们士气低落，全军濒临崩溃。他们挤作一团，蛮族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投射武器。即使高卢人也从未让他们这么惊惶失措过。


他们使用战车作战的方式大致如下：首先，他们驾着它到处驰突，发射武器，通常情况下战车马群引起的恐慌和车轮的声音，就足以使敌人的阵伍陷入混乱。当他们突入骑兵的行列之后，便跳下战车来进行步战。同时驾车的人驱车退到离战斗不远的地方，把它们安放在那边，以便车上跳下来的战士们因敌人人数众多，陷入困境时，可以随时退回到自己人这里来。这样，他们在战斗中便表现得跟骑兵一样地灵活，步兵一样地坚定。再由于日常的应用和演习，他们的技术变得十分纯熟，即使从极陡的斜坡上冲下来，也可以把全速奔驰的马突然控制住，使它在一瞬间停止或打转。他们又能在车杠上奔跑，或直立在车轭上，甚至在车子飞奔时，也能从那边一跃上车。


从营寨中就能看到扬起的巨大烟尘，恺撒预感发生了不测，赶紧率领当值的第10军团的几个大队去援助陷入埋伏的军团。他猛烈进攻不列颠人，迫使敌人退却，救出了第7军团，他认为立即退守营盘是明智之举。第7军团伤亡惨重。随后几天淫雨霏霏，恺撒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加紧准备工作，他的进一步进攻行动即将就绪；不列颠人则从所有邻近部落中纠集人马，告诉他们现在是重启反抗事业的良机。除了康缪斯带来的30名骑兵之外，恺撒别无骑兵，但是他决心一旦他的部队准备就绪，无论如何也要立即与敌人交锋。他认为，即使只有30名骑兵，依然能做一些事情。几天后，不列颠人在营前耀武扬威。为了接受会战，恺撒在敌人面前展开了军团。尽管不列颠人的进攻打得不错，依然未能顶住训练有素的军团多长时间，被罗马人打得溃不成军，继而惨遭追杀，损失了许多兵丁。罗马人蹂躏了附近地区，随后收兵回营。

现在，不列颠人再次求和，恺撒认为在对方交出多一倍的人质之后，接受和平是明智之举。而且，他担心无法强迫对方现在就交割人质，便命令不列颠人在指定时间将人质送达大陆。此时秋分将至，恺撒可不希望在秋分后才渡海回大陆，他登上船只，安然抵达高卢海岸。他在不列颠逗留的时间不到三周。

然而，两艘船被海浪推送到更远的海岸。300名士兵在安全登陆之后，准备开拔与主力会师，这时他们遭到若干属于莫里尼人的武士的包围和攻击，很快这帮武士就得到了6000人的增援。军团士兵们英勇自卫，组成一个圆阵抵抗了将近四个小时，直到恺撒派出搜索他们的骑兵在最后一刻赶到战场救出了他们。莫里尼人被罗马骑兵包围，惨遭屠戮。

针对莫里尼人的这一举动，恺撒迅速给予了回击。拉频弩斯率领刚从不列颠返回的第7、10军团杀向他们的地盘。由于沼泽在这个季节几近干涸，他们能够进抵并俘获所有参与这次袭击的部落。他们无疑立即遭到了清算。

由萨宾努斯和科塔率领，派去攻打门奈比人的几个军团，无法在对手藏身的森林中间找到他们。因此，收割完所有庄稼，焚烧了他们的房屋之后，军团收兵回营。

通过所有称臣的部落中只有两个部落按要求送来人质一事，清楚地体现了恺撒入侵不列颠产生的影响有限，所谓和平与安全完全是一出滑稽戏。

现在，恺撒在比尔吉人中间建造了冬令营，他本人则返回罗马，受命举办了历时20天的庆祝仪式。这个谕令受到以加图为首的政敌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贬低和嘲笑他的表现，就和他的朋友们颂扬和夸大他的表现一样如出一辙。

不能说这一年的战绩是辉煌的。渡过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都无果而终。在前一场战役中已经指明了这一点。入侵不列颠的战役受到同样的批评。恺撒的渡海准备工作明显不够充分。他的船只太少，没有骑兵伴随，何况与拥有众多战车和骑兵的部落作战，骑兵是不可或缺的兵种。可以说，这场远征是以愉快加幸运的方式进行的。

仅仅就通过征服高卢来保护罗马而言，入侵不列颠并非恺撒的军事规划的部分。但是，恺撒关注罗马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相上下。对他来说，自己的胜利就是罗马的胜利。每一块被征服的土地都提振了他的声望，并可能增加他的财富，名誉和财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政治抱负。这种雄心壮志是恰如其分的，正是它激励了某些最伟大的人物和军人。这是拿破仑式的雄心，而非古斯塔夫式的。它促成了没有精心策划的过快行动，至于行动的成果，毋宁说是没有失败，基本上源于好运气而已。一位伟大统帅的最基本要素是：对他的计划有着清晰的概念，对执行他要从事的工作的严谨准备，还有执行计划时辅以小心谨慎的魄力。他不应该在没有充分考虑到每一步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这一年的日耳曼或不列颠战役中，这些要素难得一见。恺撒前往不列颠的权利基于一个未经证实，或许不太可能的判断，即不列颠人曾在他对高卢人的战争中帮助过高卢人。他没有要证实这个判断的样子。沃卢森纳斯独自沿着海岸航行，充其量只为他带回一点信息，不足以让他的两个军团冒险。他的远征准备和实施都有所欠缺，因为他没有留下一支部队，如果他被赶回去，这支部队的明确职责是接应他返回大陆；他没有携带粮食和辎重；他把骑兵抛在身后，随意行动；他没有备用船只；他对不列颠海岸上的潮汐起落一无所知，或许他根本没考虑过潮汐；他伤害了敌人，却没有为自己获取好处；他对不列颠人表现出了不必要的残暴，就像对待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一些批评家甚至说这一年的两场战役在构想和执行方面都是拙劣和不充分的，既没有用处，也谈不上光荣。如果亚历山大以这种方式筹划他的行动，那么他永远不会越过波斯帝国的边界；如果汉尼拔在意大利漫不经心地谋划他的事业，那么他就无法在任何一次战役中表现出色。事实上，可以说此役是恺撒生平所有战役中最不尽如人意的。

[image: ]
◎ 高卢短剑




如果从武力侦察的角度来看，能在一片未知的土地上搞清楚未来更强大的远征军将遭遇什么，或许这两场战役不会招致这种批评。没有理由能证明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这值得身死即军灭的总司令亲自涉险领导这样的侦察行动吗？




[1]
 译注：《高卢战记》是恺撒作为高卢总督写给元老院的述职报告，是他以旁观者的角度写的。提到恺撒的地方，都说“他”如何如何，从不说“我”如何如何。



[2]
 译注：今英国肯特（Kent）。



[3]
 译注：今天法国的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



[4]
 译注：也叫多佛尔白色悬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多佛尔悬崖距伦敦市129千米，其东边即是英国和法国之间多佛尔海峡，与对面的法国相距仅34千米，多佛尔的地理位置在英国的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5]
 译注：即右翼，前文已有注释。



[6]
 译注：按照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习惯，船员弃舟登陆之后，如果短时间内不再起航，往往会把船只拖到岸上，而不像现在那样系泊在岸边。








第十二章


卡西维隆弩斯（公元前54年春季和夏季）

恺撒还没有满足自己对于不列颠的好奇心。去年战役结束之后，他前往意大利参与政治事务，命令部将们在冬季尽可能多地建造新船、修理旧船，以便第二次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亲自设计了新船只，让它们更宽一些，更好容纳骑兵和其他负载；两舷更加低矮，更易于装货、卸货。它们也更易于被拖上海滩。拿破仑出于类似的目的在1804年大体仿制了恺撒笔下描述的这些船只，这表明在接下来的多个世纪中，海峡的情况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们适合用划桨或风帆驱动。这些设备是从西班牙运来的。毋庸置疑，恺撒意识到了他第一次入侵不列颠的失败和错误，没人比他更乐于从自己或对手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的确是恺撒的一个强项，尽管在《高卢战记》中他不愿意这般承认。他下定决心，要用更脚踏实地的态度将这项工作再做一次，这样不仅会扩展罗马的统治，还会提升他自己的威望，他要用这种方式让那些嘲笑他首次远征的喋喋不休和兴风作浪的政敌闭上嘴巴。

这一年冬季，在恺撒离开高卢军团的期间，他被派去解决以利哩古问题，那里可能会发生战争——庇鲁斯坦人（Pirustae）蹂躏了以利哩古行省的边境地区。为了应对紧急状况，恺撒立即招募军队。但是，目睹他的雷厉风行，耳闻他的高卢战绩后，庇鲁斯坦人派遣使节前来求和，卑躬屈膝地求饶，表示愿意赔偿全部损失。恺撒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不想远离高卢的事业，因此根据他们的表现接受了人质。

6月，返回高卢与军队会合之后，恺撒发现大约有600艘渡船和28艘战舰已经建造或修缮完毕，出征准备就绪。斯特拉波（Strabo）记载，恺撒已经在塞广纳河口建立了一个海军兵工厂。准备妥当后，他命令舰队前往依久乌斯港集结，等候他的到来，他认为依久乌斯港是距离不列颠最近的港口，他亲率四个不带辎重的军团和800名骑兵，向可能滋事生非的德来维里人进军，据说他们再次邀请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我们不知道恺撒带了哪几个军团。我们还记得，德来维里人的骑兵数量众多、战力强悍，占领了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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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岸的边境领土。他们的两个酋长，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及其女婿钦杰多列克斯（Cingetorix）正在争夺德来维里政府中的主导权。英度鞠马勒斯把所有无法拿起武器的人都安置在阿登森林之中，招募了一支军队准备打仗。但是，在许多酋长抛弃他，向恺撒称臣之后，他决定也这样做。恺撒将权力交给了格外亲附自己的钦杰多列克斯，这让英度鞠马勒斯成了其不共戴天的死敌。两人都向恺撒称臣，并交付了200名人质，包括英度鞠马勒斯的亲属。恺撒急于前往不列颠，暂时平息了事态，虽然还没有让两位酋长和解，他还是回到了依久乌斯港。他的旅程耗费掉了整个6月。

在这里，他发现除了建造于马特隆纳河，没有抵达此港的40艘船之外，其余船只早已整装待发。他手握600艘渡船和28艘战舰，加上若干私人船只，总共有800艘船只。为了在出征期间减少麻烦，他计划带上几乎全部的高卢骑兵，总计4000人。他们属于人质性质，用于保证他们所属的部落安分守己。除了他们，恺撒还坚持带上爱杜依人酋长杜诺列克斯，这个人“喜欢闹事，渴望权势，并且精力充沛，在高卢人中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杜诺列克斯的目标是做爱杜依人的酋长和高卢的独裁者，所以曾经为恺撒制造过麻烦。此人使尽浑身解数想说服恺撒将他留在后方，但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他公然发动叛乱，率领全部爱杜依骑兵逃跑了。尽管为了等待顺风，恺撒已经耽搁了25天，一股顺风刮起的时候，他还是认为不能姑息这种严重事件。他派出大队骑兵追赶杜诺列克斯。逃亡者被抓住了，叛乱很快就因杜诺列克斯被处死而结束了——追杀部队的指挥官们得到的命令是将他带回来，生死勿论。

为了这次登陆不列颠和保护他的后方，恺撒做了更加精心细致的准备。他在布洛涅集结了8个军团和4000名骑兵。他的副将拉频弩斯受命指挥留在高卢的部队，包括3个军团和2000名骑兵，共1.7万人，这是正常规模的兵力，足以暂时保障这片土地的安定。拉频弩斯还采取措施确保恺撒获得稳定的粮秣供应。他的命令是全局性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最大限度地为保证恺撒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从各方面看来，拉频弩斯都是一位忠实，而且无疑是精明强干的部将。人们不禁会纳闷，他后来为什么会背信弃义，沦为一个无能之辈。恺撒带上了另5个军团和2000名骑兵，我们假定各个军团都齐装满员的话，大约有2.7万人。无法阐明当时的军团有多么兵强马壮。后来他们元气大伤，那时的人数很可能远远低于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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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列颠




某一天的日落时分（可能是7月22日），恺撒率领800多艘船只出发了。舰队乘着西南风航行到午夜时风停了，但依靠奋力划桨和海潮，舰队于清晨到达不列颠海岸。次日中午，舰队被海浪带到稍微偏北的地方，可能是古德温暗沙（Goodwin Sands），舰船从这里往回划桨，在一个恺撒去年发现的合适的登陆场的几个地点上安全登陆。

不列颠人被这支庞大舰队的出现吓坏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景象，正如恺撒从俘虏那里得知的，敌人没有正面抵抗他的登陆，而是隐蔽在远离海岸的高地上。

这一年的行动与去年截然不同。恺撒带来了粮食、辎重、一支足够用的舰队，骑兵和足够他取得若干成果的部队。在一个相当长的季节中，恺撒都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条件，而且对于未来的补给，他也安排得明明白白。根据去年汲取的经验，恺撒选择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

留下奎因都斯·阿德里乌斯（Quintus Atrius）看管船只之后，根据俘虏告诉的敌营位置，恺撒从每个军团各抽调出2个大队，加上300名骑兵，于夜间奔向18千米外的敌营。他在那里遇到了一支包括战车、骑兵的敌军先头部队，他们赶到一条小河边上，试图阻止恺撒渡河，这条河可能是位于金斯敦（Kingston）或利特尔本（Littlebourne）附近的小斯陶尔河（Little Stour）。高卢骑兵轻松击退了这支敌军，随后，恺撒发现敌军主力正坚守在一座由伐倒的树木保护着的堡垒里面，“看来大概是因为自己人中间内战，老早就准备好的”。这个地点无法定位，事实上大多数有争议的地点都没有定论。但是其中一些地点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得到了确定。不列颠人并不满足于对罗马行军队列发动有效骚扰，还以不时冲出堡垒发动突袭的方式顽强坚守；但是，第7军团堆砌了一座临时土山，并结成龟甲阵，用投射武器压制了蛮族，继而占领了堡垒，将不列颠人赶进了森林。罗马人损失甚微。恺撒不许他们追杀过远，以免陷入埋伏。此外，他希望以比平常更严密的方式加强营盘的防御。

次日，恺撒打算追杀不列颠人，他向几支步兵和骑兵部队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其中三支追兵已经走了一段路程，追上了蛮族的后卫，迫使他们且战且退。这时，阿德里乌斯派来的骑马信使告诉恺撒，一场暴风雨摧毁了许多船只。这些早已抛锚的船只在汹涌的大海中因猛烈的相互撞击而损毁。去年的经验没有得到重视，同样的危险再度出现。召回正在追杀敌人的那些大队之后，恺撒返回舰队停泊地。在这里，他发现有40艘船只严重受损，但是其他船只的损伤可以依靠时间和劳力来修复。为此，他从各个军团中抽调技术娴熟的工匠。恺撒还认为派人到正在高卢的拉频弩斯那里，让他建造更多船只是明智之举。现在，他采取了预防措施，尽管耗费了很大力气，还是将船只拖上远离海浪所及的海滩，再用坚强的工事加固停船的场地。这项工作耗费了十昼夜的不懈努力，因为800艘船会占用大量空间，没那么容易处理。如果每艘船都长24米，宽6米，间隔1.8米，排成4行，行间距3米的话，它们将占据一块长1600米、宽105米的海滩。加上船员所需要的居住空间和容纳军团所需的地面，营盘的占地面积将大大增加。然而，这对罗马人来说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壮举。耗费的时间主要用于修建工事，以防敌人占有这些船。时值8月，恺撒取得的进展不大。

让之前留守舰船的几个步兵大队继续留守这个新建的营地之后，恺撒回到他上次遭遇敌人的地方。在这里，他发现不列颠人在卡西维隆弩斯（Cassivellaunus）的指挥下集结起来，此人是一位贵族酋长，其领土被泰每昔斯河（Tam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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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沿海各部割开，距离海岸和伦敦约120千米。这些部落之间一直征战不休，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搁置了自己的仇恨。卡西维隆弩斯并非广受欢迎，可他是公认的最棒的指挥官。

不列颠根本无力对抗罗马军团，卡西维隆弩斯意识到了这一事实，而且可能解散了步兵。事实证明战车和骑兵还是有用的，他们在恺撒的队列周围游荡，频繁发动袭击，为罗马人制造了无尽的麻烦。起初，罗马人被这帮蛮族的凶恶外表、涂抹蓝靛的皮肤和充满勇气的行为吓坏了，终于他们发现纪律比野蛮战术更适合对付蛮族。罗马人扎营之后，前哨不断发生小规模交战。不列颠人又一次突然从树林中现身，给罗马警戒部队造成了惨重损失。恺撒派出两个大队去增援，交战一段时间之后，给不列颠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不列颠人被赶回到森林里面。不列颠人的作战方式令罗马人耳目一新。这些战车不会大股行动，事实上骑兵也不会，他们以小分队为单位，依靠个人能力作战。他们常常有目的地退却，然后猛然转头扑向追兵，必要时他们还会派出生力军接应战斗人员。罗马军团接受的训练和大兵团作战完全不适应这种战斗模式。罗马盟国骑兵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对不列颠人而言，他们意识到自己无力在同等条件下对抗罗马骑兵，只能以零散单位零敲碎打，偶尔机会到来时砍翻落单的罗马骑兵。

恺撒没有详尽阐述他采取什么手段来应对这些新奇的战术。有人倾向于恺撒的军团在其第五年的战役中，并不像亚历山大的密集方阵那样善于应对意外情况，后者能像打正规的横队、纵队战斗那样，面对任何来犯之敌进行小规模散兵战。尽管如此，恺撒的军团适应性依然很强，能够进行改变以应对几乎任何情况。在应对崭新战争方式方面，他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把这个时期的他排在由腓力（Philip）训练出来的马其顿人的后面，并不算丢人。后来，他也达到了马其顿人的水准。也许恺撒没有改变军团的任何常规阵型或机动方式，他也能应付用自己方式作战的不列颠人。

次日，敌人在营寨周围的高地上集结，“来势不及前一天那样猛”，他们以小股骑兵推进的方式向罗马人发起了挑战，这些骑兵在罗马骑兵周围挑衅驰骋，但绝不冒险发动猛烈进攻。这次挑战遭到了恺撒的拒绝，中午时分，恺撒派副将德来朋纽斯率领3个军团和所有骑兵外出筹粮，早已埋伏的不列颠人突然从四面八方现身，向罗马人冲杀过来。蛮族们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胆量战斗。他们的攻势相当犀利，军团将士们被压缩到军旗周围。但是，罗马军纪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不列颠人被击退，继而被击溃了，在追杀过程中，许多不列颠人阵亡。发现自己得到步兵支撑的骑兵，紧追敌人不舍，以至于敌人根本没有机会施展他们的独特战术。前来帮助他们的援兵同样溃散了。不列颠人遭到严厉惩罚，此后罗马队伍再没有遭到过任何大规模袭击。

这些初步战斗之后，恺撒途经梅德斯通（Maidstone）和韦斯特勒姆（Westerham）进逼卡西维隆弩斯。恺撒看到敌人计划将战争拖延下去，确信最好迫使敌人与自己决战。为了打击卡西维隆弩斯，恺撒必须渡过泰晤士河。有几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河，敌人在每个涉水点都建起防御工事。罗马人在金斯敦和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之间选定了一个地点。在这里，恺撒发现卡西维隆弩斯将削尖的木桩钉入彼岸和附近的河床里面，木桩的尖头在水面以下，在罗马人强行渡河，因尖桩而陷入混乱的时候，卡西维隆弩斯就可以乘机战胜罗马人。恺撒从俘虏口中获悉了这个计谋，得以避开圈套。恺撒派骑兵前往泰晤士河向上、下游的其他涉渡点，这样就能渡河包抄不列颠人的侧翼，恺撒本人与军团行动，尽管水漫到了脖子的高度，罗马人还是英勇涉水，正面和侧翼渡河的罗马军队发动的协同进攻相当犀利和猛烈，卡西维隆弩斯的人马只得逃命。波利艾努斯（Polyaenus）
[3]

 说，恺撒有一头大象，它的模样令不列颠人魂飞魄散。其他史料没提到此事，只得存疑。

到了8月中旬。此时，卡西维隆弩斯的许多辅助部队已经抛弃了他，他只剩下保护自己的兵力，总共4000名战车兵，大约七八百辆战车和辅助战士。在一个小型作战体系内，他展现了能力。他知晓这个国度的所有道路，足以藏匿他的属民、牲口和财物，并且袭击罗马人的筹粮队，无论筹粮队走到哪，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埋伏。他的计谋如此巧妙，几乎完全阻止了罗马人在远离军团主力的地方筹粮；由于他如此有效地阻挠了罗马人获取粮食，以至于有人对恺撒渡过泰晤士河前往北岸的行动提出了与他首次入侵不列颠行动的同样批评。

这时，生活在今天埃塞克斯和米德尔塞克斯的德里诺旁得斯人（Trinobantes）前来纳降，他们是最强大的部落之一，而且对卡西维隆弩斯怀有敌意。恺撒无疑已经尽了一切外交努力。德里诺旁得斯人获得了免遭罗马士卒劫掠的保证，他们交纳了40名人质，并为罗马军队提供粮秣，恺撒下令让他们的酋长门杜布拉久斯（Mandubratius）官复原职，此人曾前往高卢面见恺撒，此时还在恺撒身边。他的父亲老国王已经被卡西维隆弩斯杀害了。而其他部落，钦尼马依人、塞恭几亚契人、安卡利得斯人、别布洛契人和卡西人很快就有样学样。这些部落基本上涵盖了整个不列颠东南部。从新盟友口中，恺撒得知了卡西维隆弩斯的藏身之地，卡西维隆弩斯已经加强了首都的防御工事，此地大约在今天的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尽管当时它可能只是个小营寨，卡西维隆弩斯在其中囤积了庞大的兵力和许多牲畜，恺撒马上向那进军。恺撒侦察了这个拥有工事和壕沟，“天然的地势和人工设防绝妙地防卫着”藏在密林深处的营寨，他决心从两个方向进攻。雷霆万钧的攻势很快见效。不列颠人并没有长时间抵挡攻势，反而匆忙从没有遭到攻击的另一侧营门撤出，将粮食和牲口扔在营中，逃跑途中他们损失了许多人。这不是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更不具有决定性，但它提供了一个宣布这次进军取得胜利的借口，并给了恺撒一个从没有最终收获的战役中收手的台阶。

恺撒这样筹划的时候，卡西维隆弩斯派遣信使前往位于今天肯特的几个部落中，他们的国王有四位：钦杰多列克斯（Cingetorix）、卡尔维留斯（Carvilius）、塔克辛马古勒斯（Taximagulus）和塞哥瓦克斯（Segovax），卡西维隆弩斯说服他们对罗马舰队和营盘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动用了一支强大的兵力，但是罗马人熟练地冲出营盘杀向他们，将他们击溃。罗马人杀死了大量敌人，并且俘虏了著名的首领鲁哥托列克斯（Lugotorix）。这的确很走运，后方的灾难或许意味着恺撒全军覆没。

这场败仗之后，由于自己的失败、国家的消耗、众多部落的背弃，卡西维隆弩斯彻底恐慌起来，决定求和。他请康缪斯为自己说项。随着夏季已过——此时已是8月底，恺撒觉得自己必须返回高卢了，因为一些部落已经在那造反，其他部落威胁着要如法炮制。在带走了大量人质，并规定不列颠人向罗马人民缴纳贡品，又禁止卡西维隆弩斯进犯德里诺旁得斯人和门杜布拉久斯之后，双方缔结了和平协议。并不是所有派回高卢运载物资的船只都返回了不列颠，许多船只迷航了。恺撒手头的船只比他带来时的更少，他被迫分两个批次将军队运回高卢——他手中的人数因大量人质和俘虏而增加了。在第一次渡海后返回不列颠的途中，许多空船发生了海难，但由于管理得当，没有一艘装载士兵的船只遇难，离开两个月之后，恺撒回到了高卢。在安置好船只后，恺撒在阿姆比安尼人地盘上的萨马罗布里瓦（亚眠）召开了一个高卢部落大会。

这一年在不列颠的行动几乎与去年的那次一样，事实上毫无建树，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的谨慎和技巧都可圈可点，实质上恺撒一无所获。正如塔西佗所评价的，他所做的与其说是扫荡不列颠，不如说是勘探调查。他没有为罗马增加一个新行省，也没有为此奠定基础。他没有留下一支军队来管控他所征服的一切。可以肯定的是，他带回了人质，但对人质的占有并不能保证他对该岛拥有任何控制权。在没有适当成效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侵略的眼光看待他对不列颠的远征。这场远征对解决高卢的军事问题没有任何影响。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远征没有必要和成效，尽管这场远征因给了历史学家们关于最早的不列颠的惊鸿一瞥而具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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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的高卢人（来自一具石棺）







[1]
 译注：莱茵河。



[2]
 译注：今泰晤士河（Thames）。



[3]
 译注：公元2世纪的马其顿作家，以留存至今的《战争计谋》（Stratagems in War）一书闻名于世。








第十三章


安皮奥列克斯（公元前54年至前53年冬季）

公元前54年，异乎寻常的干旱让高卢的粮食歉收，正如恺撒所说，他被迫在下一年冬天里将军团分散在冬令营中以保证粮食供应。费边带领1个军团前往莫里尼，在今天的圣波勒（St. Pol）扎营；奎因都斯·西塞罗，也就是那位演说家的弟弟，率领1个军团前往斯卡迪斯河（Scaldis）与萨比斯河之间的纳尔维，他扎营的地点可能是在沙勒罗瓦；罗斯基乌斯率领1个军团部署在厄苏比人（Esuvii）的地盘上，扎营地点是在诺曼底南部塞埃（Séez）附近；拉频弩斯率领1个军团部署在雷米人靠近德来维里人的土地，很可能是在拉瓦舍里（Lavacherie）；克拉苏、普兰库斯和德来朋纽斯率领3个军团部署在比尔吉，斯卡迪斯河和伊萨拉河（Isara）之间——德来朋纽斯在亚眠，克拉苏在俾洛瓦契人的地盘上，今天的蒙迪迪耶（Montdidier），离亚眠37千米远，普兰库斯在瓦兹河（Oise）和恩河交汇处；刚刚在波河（Po）新组建的1个军团和5个步兵大队由萨宾努斯和科塔率领，部署在马斯河附近厄勃隆尼斯人的土地上，这个国度由在阿杜亚都卡（通格尔）的安皮奥列克斯和卡都瓦尔克斯（Cativolcus）统治。因此，大部分军团位于高卢西北部，当然，确切位置并不能确定，唯一能确定的仅有萨马罗布里瓦和阿杜亚都卡。地形特征或者后来兴建的罗马营盘（oppida）的位置，揭示了更早营寨的可能位置，而且大致上是正确的。

总兵力有8个军团和5个大队，这是恺撒已经拥有了一年的兵力，后来才组建了新编军团，尽管某些史学权威声称此时还有另1个军团，即9.5个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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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4—前53年的冬令营分布图




恺撒决定留在军中，直到军营的防御工事都建设完毕。稍后，（普兰库斯的）一个军团迅速被派到卡尔弩德斯人（Carnutes）中间，此地在今天的沙特尔（Chartres）附近，那里的国王塔司及久斯（Tasgetius）被他的臣民杀害了。塔司及久斯曾是恺撒的坚定盟友之一，恺撒将他推上其祖先曾经拥有却被他丢掉的王位。普兰库斯得到的命令是追捕凶手，并将凶手送到恺撒面前受审。

事实证明，这几个营寨在一旦有事的时候无法相互支援。正如图上所显示的那样，两个相距最远的营盘之间的距离超过450千米；或者说，如果不考虑罗斯基乌斯的营盘，其他营盘都不在一个半径不到240千米的圆圈之内。恺撒之所以这样分兵，只能从粮食的极度短缺来解释。即使这样粮食也不够用。尽管收成不好，他还是必须获得粮食，而且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将补给品运进仓库。他的举措显然考虑不周，却是迫不得已，自然不能算作恺撒的错误。

快到10月末的时候，恺撒从他的财务官那里收到消息，所有营盘的工事都修筑完毕——看起来他没有亲自勘察这些营盘，他准备动身前往山南高卢。

高卢只是表面上平静而已，实际上罗马军团是在火山口上扎营。高卢各部曾受到残酷对待，错误的政策正在结出恶果。人民陷入贫困，酋长失去了所有权力和影响力，大片土地惨遭蹂躏，饥荒导致上千人饿死。对于向被征服民族提供粮食，罗马人总是漫不经心，恺撒在高卢尤其突出。他以为饥荒会阻止叛乱，但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愤怒和绝望压倒了算计或常识。

恺撒似乎没有为各个军团指定全体集中的地点，以应对急切到令他们必须集中的情况。事实上，这也不是恺撒的行事方式，他还没有学到某些战争艺术的最重要的课程，即使在蛮族中，这些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非洲战役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明显的战例，那是恺撒粗心大意的习惯造成的恶果。恺撒的理论是，每一支独立的部队都应该尽其所能地驻扎在设防坚固、粮草充足的罗马营盘里面，它应该自保，并且采取最可行的手段从附近的军团处获得援助。他不在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留下任何人来掌控全局——每位副将都自行其是，互不统属。鉴于他对任何军事形势的必要条件都了如指掌，他这么做就显得有些奇怪。所有军团都安置下来的两周之后，安皮奥列克斯和卡都瓦尔克斯统治下的厄勃隆尼斯人（一个位于马斯河与莱茵河交汇点以南的部落）发动了叛乱。这两位酋长貌似友好，至少为萨宾努斯和科塔运来了粮食。尽管这两位酋长最早发动进攻，但德来维里人的酋长英度鞠马勒斯被认为是这场起义的主要发动者。

叛乱的开端是蛮族袭击为位于阿杜亚都卡、由萨宾努斯管辖的营盘搜集粮秣和木材的罗马士兵。事发地方是通格尔，其他地方都不符合《高卢战记》记载的距离和地形条件。各路乱党集结起来，会合为一支大军来到刚刚完成防御工事的营盘之前。西班牙骑兵发动了一次成功的突击，加上军团滴水不漏的战线，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之后，蛮族以其惯常的奸诈伎俩要求举行会谈。罗马人不明智地接受了。罗马骑士盖乌斯·阿品纽斯（Caius Arpineius）和认识安皮奥列克斯的西班牙人奎因都斯·容尼乌斯（Quintus Junius）被派去谈判，高卢酋长以极其坦诚的口吻告诉他们，他是被他的人民所逼迫才进攻罗马营盘的，他本人一贯是恺撒的朋友，而这一天是整个高卢选定了袭击各个孤立的罗马军团的日子，一支庞大的日耳曼军队距此只有两天行程，出于对罗马人安全的考虑，萨宾努斯和科塔最好撤走，他发誓为他们提供一条安全的撤军通道。

听了使者的汇报后，罗马人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意见分歧的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在许多军团指挥官和百人队长的支持下，科塔主张坚守下去。他们手头有粮秣，他也相信恺撒会来解救他们。数量不明的日耳曼人会在他们铜墙铁壁般的营盘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敌人意见，放弃手中的有利条件呢？但夜间，萨宾努斯最终成功说服了其他人，讨论结果是，尽管这些信息出自敌人之口，他们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不要等到日耳曼人到来。恺撒可能已经踏上了意大利之旅。他们可以选择迅速撤离，抑或长期守营。他们可以很容易进入距离最近的罗马冬令营，距离只有90千米；尽管安皮奥列克斯是敌人，但他的言辞颇具真实性。会议决定在黎明时分启程，退入西塞罗的营盘。

士兵们一夜无眠为出行做准备。破晓时分，这队人马踏上了行程，全军没有排成密集队形，也没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反而被大量辎重搞得累赘难行，仿佛完全指望安皮奥列克斯提供的安全保证，而不是依赖自己的才智。这种完全非罗马的举措表明，军队的安危是取决于指挥官，而非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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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阿杜亚都卡的营盘




从营盘中的喧嚣声中，敌人很快就意识到罗马人已经决定撤离。因此，他们在距离营盘约3千米的树林中，罗马人向西退往西塞罗的营盘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这是洛瓦伊（Lowaige）的狭窄小径，热尔河（Geer）在这里从两座山丘之间流过。高卢人占领了小径的出入口和邻近的山冈。

罗马军队踏上了命运多舛的旅程。他们一进入高卢军队设伏的山谷，蛮族就从藏身之处杀了出来，首先袭击了罗马队列的首尾两端。一直主张撤退的萨宾努斯完全失去了理智，经过长时间劝说才放弃主张的科塔反而斗志旺盛、精力充沛。士兵们纪律涣散了，纷纷各自为战，而非聚在军旗之下，他们争先恐后地保卫辎重车上的个人财物。行军队列太长了，难以传达军令。行军出发时没有为意外情况采取预防措施。罗马将士被团团围住，没有明确的抵御措施，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没过太久，辎重车队就被迫遗弃了。危险的处境迫使军团将士们挤作一团，全军排成一个方阵（orbis）进行顽抗。

高卢人表现得很聪明，他们并不掠夺财物，而是谋求第一场胜利。他们开始系统消耗罗马军团。在罗马军团组成的方阵外侧，某个大队时不时地会杀向敌人并击败对手，继而退入战线中的原位。蛮族很快就停止抵御这些攻势。无论罗马人何时发动进攻，他们都会退却，但是，每当罗马大队转身回去，轻装上阵的蛮族就会冲上去，骚扰罗马人的侧翼，而罗马大队的侧翼也会因前进而暴露。尽管方阵中的罗马人陷入被动，失去了使他们强大的冲击力，他们还是从清晨打到天色渐暗，罗马军团守住了阵地，军官和士兵都损失惨重。萨宾努斯依然残存着对安皮奥列克斯的幻想，在战斗的间歇派遣格涅乌斯·庞培（Cnaeus Pompeius）
[1]

 去见安皮奥列克斯，提议与之会谈。获得对方首肯并发誓保护他的安全之后，萨宾努斯亲自率领几名军团指挥官前去会晤，在会晤期间他们遭到包围和杀害。高卢人再度进攻罗马人的防御圈，由于罗马人士气低落，高卢人迅速杀了进去。科塔阵亡了，几个大队杀出一条血路，设法返回了营寨。当夜，幸存者全部自杀了。少数逃生者辗转逃进约105千米外的拉频弩斯的营盘。

安皮奥列克斯对自己的胜利得意扬扬，他率领骑兵向阿德来巴得斯人和纳尔维人中的西部各部族强行军，他的步兵可能也在以最快速度跟过来，安皮奥列克斯鼓动这些部族抓住这个复仇和争取自由的机会。这些部族因他夸大其词的承诺而欢欣鼓舞，愿意投身他的麾下，他还向所有邻近和独立的部落派去了使节。全速集结了一支大军之后，他们袭击了罗马人的筹粮队，继而进攻位于沙勒罗瓦的西塞罗的营盘，后者对萨宾努斯和科塔全军覆没一无所知，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叛乱。士兵们急忙拿起武器把守营垒，高卢人夺取这个地方的希望落空了。西塞罗立即派人给恺撒送信，尽管承诺给予巨额赏赐，却没有一个信使能穿过敌人的防线，道路和关隘都被高卢人封锁了。安皮奥列克斯早已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

罗马人早已搜罗了大量木材用于修筑冬令营的防御工事。袭击发生后的当夜，他们在营盘工事上辛勤工作，很快就建造了120座塔楼，建造方法与他们在意大利建造的脚手架一样，即将纵、横木棍捆扎起来，罗马人编织了鹿砦，准备了烧焦了尖端的木桩和挂在营墙上的长矛用于保护雉堞，即使伤员也不能免于劳作。次日，敌军发动了进攻，多亏昨天的准备工作才击退了敌人。以占领营盘为目的攻势持续了数日，但都缺乏章法。西塞罗生病了也没有选择休息，直到他的部下强迫他休息为止。尽管困难重重，军团将士们的防御依然滴水不漏。冬令营比平时的营盘大得多，因此需要守卫的壁垒也长得多。由于无法取得有效进展，高卢酋长们表达了与西塞罗谈判的渴望。获得首肯之后，安皮奥列克斯讲述了一番貌似有理的说辞，与之前他劝说萨宾努斯的话如出一辙，然而他没有信守承诺，讲述了那个军团的覆灭。他声称，战争的起因是罗马人在他们的地盘上的定期过冬，消耗了他们自己的民众维生所需的粮食，为高卢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对此，西塞罗做出了军人的答复：罗马人从不与手持武器的敌人和谈，但是如果敌人放下武器，以恳求者的身份来谈判，那么恺撒无疑会为他们带来足够的正义。安皮奥列克斯的谈判受挫，准备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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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罗的营盘




随后，纳尔维人开始围攻罗马营盘，环绕营盘修筑了一条高3.3米的壁垒和一道3.9米深的壕沟。通过罗马战俘和之前的战争，高卢人学会了这些方法。他们手头没有多少工具可用，但“用剑来刨草皮，用手和外套来搬运泥土”，他们人手众多，不到3个小时就修筑了一条1.5万罗尺长（4.5千米）的壁垒。这里的原文是“罗步”（passuum），但可能是“罗尺”（pedum）。前者会让壁垒长达10罗里（15千米）
[2]

 ，由于只需要包围1个军团的营盘，壁垒不会超过3罗里长。次日，他们修筑了塔楼、防盾和盾车，制造了挠钩。他们已经从围城战的细节之处学到了不少技巧。

现在，西塞罗被围得如铁桶一般。第七天狂风大作，蛮族用炽热的泥弹和燃烧的标枪，点燃了按高卢样式建造的茅草棚顶营房。在烈焰造成的混乱掩护下，他们发动了猛烈进攻。军团将士们英勇奋战，尽管他们的辎重正在燃烧，还是击退了敌人。

《高卢战记》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一些个人的英勇行为：


这军团里有两个极勇敢的人，一个叫提多·普尔洛（Titus Pullo），另一个叫路求·瓦伦纳斯（Lucius Vorenus），都是即将升到首列的百人队长。他们中间不断争论究竟谁该比另一个领先。为着争取这个位置，每年都极激烈地开展竞赛。当工事前的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时，这两个人中的普尔洛说：“瓦伦纳斯，你还迟疑什么？难道你还要等什么更好的机会来表现你的勇气吗？今天就应该决定我们的争论了。”说完这话，他跨出壕堑，向敌人最密集的部分冲去。瓦伦纳斯怕人家说他胆怯，也不肯再停留在壁垒上，便也紧紧跟上来。在和敌人距离不远的地方，普尔洛把他的矛掷向敌人，一下就戳穿了向着他奔来的一个敌人。当这人受伤昏过去时，敌人用盾掩盖住他，一边把他们的矛四面向普尔洛投来，使他没有退身之地。他的盾被戳穿了，还有一支矛钉在他的腰带上，同时把他的剑鞘弄得斜到了另一边，他伸手拔剑时却左拔右拔抽不出来，正当他的手在摸索时，敌人围上了他。他的对手瓦伦纳斯赶向他那边，在他危险时给了他帮助。所有的敌人都认为普尔洛已被矛刺死，马上放开他，转过身来攻击瓦伦纳斯。瓦伦纳斯用剑跟他们短兵接战，杀掉一个人之后，其余的都被驱回去一段路，不料他正追得起劲时，一个筋斗跌进地上的洼坑里。这一下他又被敌人包围起来，普尔洛也赶来帮助了他。虽然两个人杀掉好几个敌人，却都一点也没受伤，在热烈的喝彩声中退回壕堑。在这番竞争和比赛中，命运之神好像先后轮流光顾了这两个对手，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和救星，以至要判别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更勇敢一些也不可能。


这段故事给了罗马士兵生活中的竞争增添了一些生动色彩。

罗马营寨中的守军与日俱减，他们因奋战而日益疲弱。派往恺撒处的信使没有一个完成使命。有些人被捉住，并在守军面前被折磨至死。终于，一个投靠了罗马人的纳尔维人带出了消息，并成功送达统帅的所在之处。

[image: ]
◎ 恺撒的行军




恺撒正在萨马罗布里瓦，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前往意大利。他立即率领德来朋纽斯的军团奔向危机重重的战场，并且命令正在蒙迪迪耶的克拉苏率领其军团前往司令部，占据德来朋纽斯留下的营盘。费边受命率领其军团从圣波勒出发，直奔纳尔维人的边境地区，在阿德来巴得斯人的地盘上与恺撒会师。

大约在下午4时，恺撒收到西塞罗陷入绝境的消息。他迅速向克拉苏下达十万火急的命令，后者在次日上午10时就与恺撒会师了，期间走了整整37千米。在恺撒到达之前，位于萨马罗布里瓦的营地由德来朋纽斯的军团后卫部队守卫，这时他们出发与主力会师。克拉苏留守这个营盘，守卫辎重、财物、俘虏和公文，还有在那里搜集到的粮秣。

与此同时，恺撒向拉频弩斯送信，让他在西塞罗的营盘附近与自己会师，但拉频弩斯在答复中解释了厄勃隆尼斯人的暴乱和内里维人迫在眉睫的叛乱的危险。他知道恺撒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决心依靠自己的判断决定不服从命令——他是对的。

恺撒立即跟上德来朋纽斯的军团。除了这支部队之外，他的司令部还管辖着400名骑兵，或者说他共拥有2个小型军团，7000—8000人。恺撒军事史上最奇特的事实之一是他屡次陷入困境，只有少数兵力可供调遣。我们会在亚历山大城、泽拉（Zela）或哈德鲁墨图姆（Hadrumetum）看到，他因为缺乏远见而危在旦夕。他需要比亚历山大更好的运气以及卓越的谋略才能从这些危局中脱险。恺撒的运气早已尽人皆知，而且事实上，如果那位善变的女神
[3]

 抛弃了她一贯钟爱他的品性，那么恺撒早已在让他的名字流芳百世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军事生涯。没有哪位统帅像恺撒那样，总能从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脱身。

恺撒现在只有少量人马，但他觉得迅速出兵比稍后派出更多兵力更加重要。第一天行程，他向今天的康布雷方向前进了30千米，在距离康布雷不远的路上与费边会师。在继续前进的途中，他来到纳尔维人的边界，并从俘虏口中了解了事态。他得设法告知西塞罗，他正在援救的路上，一个高卢骑兵将一支箭或一柄标枪射入西塞罗的营盘，柄上缠着信，鼓励西塞罗坚持到底。信是用希腊文书写的。波利艾努斯说它言简意赅：“打起精神！固守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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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皮奥列克斯的会战




在五天之内，从萨马罗布里瓦出发的恺撒就赶到了西塞罗的冬令营附近，在冬日的道路上跑了165千米路，日均行进33千米，这是一场不错但并非精彩的表演。他在班什（Binche）附近安营扎寨。纳尔维人已发现恺撒正在接近，他们设置了路障，以6万多人的兵力向他扑过来。西塞罗送信告诉恺撒，他的当面之敌已经放弃围攻他，转而向恺撒扑来，他手头没有人马可以支援统帅。恺撒约有7000人，认为有必要谨慎行事。由于他全盘性错误布置了冬令营，眼下他只得面临着1:9的人数劣势。他离开班什的营盘向前推进，很快就与敌人遭遇。

他在艾纳河（Haine）河谷第一次看见敌人。他在圣阿尔德贡德山（Mount St. Aldegonde）山上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安营扎寨，使得纳尔维人轻视他那支已经微不足道的部队。之后，他派骑兵与敌人进行了前哨战，通过佯退吸引敌人进攻他的营盘。他和他的军团位于艾纳河以西，蛮族位于东岸；恺撒这样机动是为了引诱敌人渡过河流发起进攻。他也着手加强防御工事，命令士兵们故作混乱，以便进一步欺骗纳尔维人发动进攻。

计谋奏效了。蛮族向前推进，占据了一个不利而且防御不周的阵地，并且宣布他们会接纳和饶恕罗马军团的一切逃兵。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他们开始战斗，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他们热情高涨、毫无秩序地涌向营门和壁垒。恺撒依然在佯装恐惧，进一步麻痹敌人，同时牢牢掌握着他的人马，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时机已到，他发出了战斗信号，军团将士们立即从各个营门冲杀出去，骑兵以出人意料的冲击力突围而出。对手的气势和凶悍令蛮族措手不及，他们失魂落魄地四散奔逃。蛮族遭到追杀，损失惨重，但由于这个地方林木茂密、地形崎岖，追兵没有追出太远。在追杀逃敌方面，恺撒从来不能与那位伟大的马其顿人比肩，当然除了拿破仑也无人能与之比肩。

就这样，恺撒打开了前往西塞罗营盘的通道，他在那里发现守军处境艰难，但依然斗志昂扬。“军团列队出来时，他发现没有负伤的兵士不到十分之一。”损失是惨重的，在军团的5000人中，350人阵亡、4100人负伤。恺撒高度赞扬了军团官兵的英勇，向最英勇无畏的人发奖。精神、物质奖励都足够丰盛。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德来维里人中间。已经决定进攻拉频弩斯的英度鞠马勒斯将部队撤离了前线，至少暂时如此。从当天的第九个刻时
[4]

 到午夜，胜利的消息已经传播了90千米。恺撒在下午3时到达西塞罗的营寨，午夜之前一些雷米人发出一阵欢呼，向拉频弩斯宣告胜利。恺撒的军队在那些所谓士气低落的日子里，不到7个小时跑了75千米。这场演出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精彩。一个信使或许就能做到，三四个信使互相帮助，会很容易做到。

这场战役刚刚令人欣喜地结束，费边就被打发回了他的冬令营。恺撒决定留在高卢。得益于他的痛苦经历，他决定集中兵力在萨马罗布里瓦建立自己的司令部，3个分别由克拉苏、西塞罗、德来朋纽斯指挥的军团安置在3个营寨中。这些营寨留下了若干遗迹：一个在亚眠城堡；一个在埃图瓦勒军营（Camp de I'Etoile）；还有一个在今天的蒂朗古附近。拉频弩斯、普兰库斯和罗斯基乌斯留在原地不动。

萨宾努斯和科塔的失败在整片土地上造就了一种狐疑不安的氛围，夜间密会到处召开，每个部落都有叛乱的危险。蛮族眼看就要向罗斯基乌斯发起进攻。生活在塞广纳河上游的森农内斯人中发生了一起政治动乱，他们拒绝满足恺撒的要求，而恺撒似乎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迫使对方服从。此举对各部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只有雷米人和爱杜依人还算忠诚。通过召集主要公民和交替恩威并施，动乱虽时有发生，大多数麻烦却暂时没有发作。

德来维里人的酋长英度鞠马勒斯似乎是整个运动的领袖和先锋。他试图怂恿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但后者却对恺撒怕得要死。尽管如此，英度鞠马勒斯也没有停下他的勾当，他的努力终于促使森农内斯人和卡尔弩德斯人中的一些孤立部落与他合流，而且阿杜亚都契人和纳尔维人似乎也准备帮忙。他的军队主要由歹徒和罪犯组成。他召集了一个酋长们参加的武装会议，在会议的鼓舞下，他们向拉频弩斯的营盘进军，并在营前安营扎寨。拉频弩斯坚守在壁垒后面假装害怕，这是一种从未过时又不断重复上演的诡计，拉频弩斯虎视眈眈地寻找发动进攻的良机。英度鞠马勒斯日益托大，终于大胆发动了进攻。

拉频弩斯拥有一支精锐的本地骑兵，他悄悄将他们集结起来，引入营盘。英度鞠马勒斯像往常一样做出威胁姿态，白天向罗马壁垒推进，傍晚撤走，他比往常更加麻痹大意，他无疑在嘲笑军团的怯懦胆小。拉频弩斯的机会来了。他打开营盘的两座大门，骑兵冲杀了出去，步兵大队紧随其后。遭到突袭的敌人溃散了。英度鞠马勒斯本人阵亡，蛮族损失惨重。这场胜利和主谋的死大大缓解了这场动乱；但是，尽管纳尔维人和厄勃隆尼斯人返回家乡，恺撒对未来麻烦的疑惧却远未平息。

这些作战行动显示了在肉搏武器主导的时代，罗马人的设防营盘发挥的巨大作用。后来火药的出现首先抵消了营盘的重要性。现代野战炮只需要几发炮弹就能夷平一座罗马壁垒。在今天，任何类似营地这样的东西都无法抵挡无坚不摧的集中炮火轰击。为了抗拒炮火，守军必须精挑细选天然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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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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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频弩斯的营盘遭到的袭击




西塞罗在沙勒罗瓦的防御引发了拿破仑对古代和现代战争的精妙对比：“如果你对当代的将军说，你和西塞罗一样，受命率领5000名士兵、16门大炮，带着5000名工兵，5000个沙袋抵达平地上的一片森林，在两周内，你会遭到拥有6000人和120门大炮的敌军的进攻，你在遭到进攻后只能在80个或者96个小时之后才能得到救援，你该如何修筑工事，走什么路线，采用什么战术？工程师应该采用什么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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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币上的恺撒




各军团的营盘这么稀疏地分散开，无疑是个严重错误，必然在突发事件中受到严厉惩罚。但恺撒采取的迅速、有效和果断的解救措施却令人赞叹。他率领一小队人马前往解救被围困的部将所表现的超凡勇气，以及他遭遇蛮族时所展现的应付蛮族的技巧，必然赢得至高无上的景仰。正是恺撒的这番表现作为，让人们忘记了他的许多精彩手笔其实源于之前的粗心大意，让人几乎没办法批评他。

萨宾努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是怎样设法让自己拒绝科塔和其他军官同僚的建议，而坚持与安皮奥列克斯谈判的还是一个疑问。更令人费解的是离开营盘企图与西塞罗会师之后，他为什么以松散队形行军却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他唯一真正的机会，就是依照恺撒的命令和所有先例，像西塞罗那样坚守营盘、组织防御。他在组织行军队形方面的无能是找不到辩护借口的。这场灾难是分割指挥权的另一个案例，因为萨宾努斯和科塔地位是平等的，恺撒应该给予一位或另一位副将绝对指挥权。轮换制和分权制没有毁灭罗马军队，完全是因为罗马人民的优秀品质。从来没有其他军队能实行这种制度并将其保持下去。西塞罗与萨宾努斯的举措形成了鲜明对比。

恺撒对补救这场灾难采取的凌厉的补救措施抵消了它在高卢各部中产生的负面效果，并且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全面影响。已经拿起武器的纳尔维人、门奈比人和阿杜亚都契人都返回了家园，沿海各部也是如此，德来维里人和他们的附庸厄勃隆尼斯人从拉频弩斯面前撤军。在罗马，恺撒的威望空前高涨。




[1]
 译注：此人不是那个伟大的庞培，而是当时罗马军队中的一个同名翻译官。



[2]
 译注：此处作者的计算有误，1.5万罗步折合15罗里或22.5千米。为此，译者核对了芝加哥大学发布的洛布（Leob）英文版的《高卢战记》，该书在这里采用了“15罗里”（fifteen miles）的说法，所以无论长度是罗步还是罗尺，都不可能是10罗里。



[3]
 译注：指罗马诸神中的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她以性情多变著称，用来体现命运无常。



[4]
 译注：刻时（hora）是罗马人计算时间的单位，大致和我们现在的小时相当，一天也分为二十四个刻时，昼夜各十二刻时。但不同的是罗马的每个刻时随四季变化长短各不相同，白昼的十二刻时从日出算起，到日落为止，夏天昼长的时候，一刻时达现在的75.5分钟，冬天白昼短，每刻时只合现在的44.5分钟。夜间的刻时则与此相反。








第十四章


德来维里人和厄勃隆尼斯人（公元前53年春季）

现在有必要增加更多人马，弥补上次战役造成的巨大损失。恺撒认为，有必要向高卢人展示罗马的资源充沛，一个军团的覆灭意味着两个齐装满员的军团从地里长出来。
[1]

 通过与庞培的谈判，庞培保住了他在罗马的利益，而恺撒获得了1个军团，它是庞培担任西班牙总督期间在高卢组建的。
[2]

 士兵们早已放假回家，但又被重新召集到鹰帜之下，军团就位待命。恺撒的部将悉朗纳斯（Silanus）、雷琴纳斯（Reginus）和塞克斯提乌斯（Sextius）在高卢又招募了2个军团。3个新建军团分别是第1、14（它使用了在阿杜亚都卡覆灭的那个军团的番号）和15军团，这30个大队取代了萨宾努斯损失的15个大队，现在恺撒手握10个军团。

英度鞠马勒斯死后，德来维里人从他的家族中选出了新酋长。他们未能引诱附近的日耳曼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但说服了若干苏威皮人加入，安皮奥列克斯也加入了他们。关于战争的谣言不胫而走。森农内斯人依然心怀敌意，而卡尔弩德斯人在怂恿他们造反。至于纳尔维人，已经遭受了可怕的惩罚，阿杜亚都契人和门奈比人尚未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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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纳尔维人和其他部落的战役




恺撒预料到以纳尔维人为首的各部落会给自己制造麻烦，而且知道他们一直在煽动日耳曼人再次发动入侵，于是决定对其发动出其不意的打击。大约在开战季节前的3月，恺撒突然集结了距萨马罗布里瓦司令部最近的4个军团（分别由费边、克拉苏、西塞罗和德来朋纽斯指挥）向纳尔维人进军，罗马军队像飓风一样席卷了他们的领地，擒获了大部分纳尔维人，蹂躏了他们的土地，洗劫了存粮。解除了纳尔维人的防御力量后，恺撒得以任意摆布他们。恫吓了他们后，恺撒强迫纳尔维人献上人质求饶，随后返回了冬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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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门奈比人的战役




在这里，恺撒召集了一个高卢人大会。除了森农内斯人、卡尔弩德斯人和德来维里人，所有部落都派出代表与会。恺撒将会场转移到卢德几亚（Lutetia）
[3]

 ，以便在政治和军事计划上都获得合法性。恺撒从这里出发向森农内斯人和卡尔弩德斯人发动了一场军事示威，后者的地盘与巴里西人（Parisii）
[4]

 接壤。在酋长阿克果（Acco）的率领下，森农内斯人和卡尔弩德斯人退入他们的城镇，但无法抵挡恺撒的迅猛攻势。他们分别乞求爱杜依人和雷米人出面斡旋，鉴于他们交出了此前一直拒绝交纳的人质，恺撒宽恕了他们的背叛。恺撒没有时间跟他们较劲，只是满足于遏制日益增长的叛乱倾向。他们献出的人质交由爱杜依人监押。随后，恺撒结束了这场大会。恺撒迅速果断又考虑周全的行动，使高卢中部安定下来，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与厄勃隆尼斯人酋长安皮奥列克斯的战争中去了。恺撒认为，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洗雪阿杜亚都卡的战败耻辱是高于一切的头号要务。

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恺撒从高卢各部中新征发了一批骑兵。他命令卡伐林纳斯（Cavarinus）统率的森农内斯骑兵与自己同行。由于这些骑兵中有许多森农内斯头面人物，如果不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他绝不相信他们会安分守己。

在厄勃隆尼斯人北方并与之接壤的门奈比人是唯一从未向恺撒派遣使节的部落。他们也是安皮奥列克斯的盟友，恺撒打算首先将这个民族与其盟友分裂开来。只要他们还没被荡平，那么安皮奥列克斯就会在他们的森林和沼泽之中保留一个易守难攻的避难所。除了担心安皮奥列克斯会说服日耳曼人发动一场新攻势之外，还因为这位酋长是这个联盟存在的保证。恺撒要做的两件事情是扫荡德来维里人和将安皮奥列克斯从门奈比人中铲除。后一个任务将由恺撒亲自完成，前一个任务交给了拉频弩斯，拉频弩斯很清楚应该怎样处理此事，因为他曾在德来维里人的边境地区息冬，而且已经尝试过与他们打交道。

将全部辎重和两个军团交给拉频弩斯之后，恺撒率领五个军团兵分三路，分别由费边、克拉苏和自己率领，以轻装队形向门奈比人进军。门奈比人立即退入天险中躲避，没有集结任何兵力。在森农内斯骑兵的协助下，恺撒架桥跨过沼泽和河流，沿着三条路线进入门奈比人的地盘。这三条路线大概是沿着马斯河两岸而下和顺阿河（Aa）或多默尔河（Dommel）而下，抵达与马斯河汇流处，自南向北纵贯门奈比人的地盘。恺撒的行动始于无情地蹂躏他们的地盘，夺取他们的牲畜，俘虏他所有能抓到的头面人物。没过多久，门奈比人就来求和了。他们因与世隔绝而独立自主，不习惯统一行动，无力抵抗有组织的入侵。恺撒同意了他们的求和，条件是绝不许容留安皮奥列克斯。恺撒在他们中间留下了若干由阿德来巴得斯人康缪斯指挥的骑兵之后继续向拉频弩斯和德来维里人方向进军。他的路线可能是溯莱茵河而上，因为我们会在波恩再次发现他的行踪。

拉频弩斯在今天拉瓦舍里的旧营地息冬。德来维里人对他怀有某种敌意，甚至在战胜英度鞠马勒斯之后依然在他的营盘周围搞了各种各样的示威活动，但是在听说拉频弩斯从恺撒手中新获得了两个军团之后，他们决定静候日耳曼人过来帮忙，他们拥有足够理由期待日耳曼人会过来。他们驻扎在乌尔特河（Ourthe）右岸。拉频弩斯没有坐等蛮族进攻，他带上30个大队中的25个和骑兵出击，留下5个大队留守辎重，抢先一步向敌人进军，他驻扎在乌尔特河的对岸，距离敌人1500米之遥。

敌人在焦急渴望日耳曼援兵，拉频弩斯则渴望速战速决。考虑到谣言会把他的话带给对手，他公开表示并不打算与德来维里人和日耳曼人较量，打算在次日退兵，看上去罗马人在匆忙和混乱地准备撤走，而且确实离开了工事。敌人的侦察兵很快就侦知了这一情况，一些逃兵将拉频弩斯的话带给他们。由于担心会失去罗马营盘中的战利品，而且受到佯装撤退的鼓舞，蛮族渡过了河，罗马人一列队出营，他们就袭击罗马人的后卫，指望获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他们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河流在他们身后，陡峭的河岸令他们在渡河时陷入混乱。拉频弩斯早已将整个作战意图吐露给了部将和百人队长们，并且将辎重安置在一个安全的高地上严加守护。拉频弩斯将所部牢牢掌握在手中，鼓励他的军团各尽所能地奋勇拼杀，佯退其实是一场训练有素的机动，他迅速下令让鹰帜面向敌人，继而下令摆成战线迎敌。他的命令像钟表一样得到了精确执行，骑兵猛扑敌人的两翼，战斗的呐喊清晰而响脆。德来维里人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军团和骑兵以暴风骤雨之势猛扑了上去，将敌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残余敌人遁入森林，拉频弩斯巧妙利用了敌人的浮躁和寡谋。蛮族接受的惨痛教训，化解了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这个民族被转交给取代了英度鞠马勒斯的地位的钦杰多列克斯，此人一直是罗马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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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来维里战役




我注意到，只要罗马军队以稳健的纪律作战，无论高卢人有多少人马都会不可避免地战败。从我们理解的意义上说，高卢战争中没有开阔地上的激战。在萨比斯河边，恺撒不得不亲自上阵冲杀，因为他遭到了突袭。高卢人随时准备战斗，他们顽强抵抗罗马人的征服，英勇的努力值得赞扬，但在战场上，他们永远无法面对准备就绪的军团。

现在，安皮奥列克斯陷入孤立。这边的门奈比人和那边的德来维里人都已经屈服，日耳曼人也指望不上了。

恺撒已经离开门奈比人的地盘向莱茵河进军，得到拉频弩斯获胜的消息后就留在了波恩——两年前渡过莱茵河的地方附近。他决心再次渡过莱茵河，主要原因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将武力强加在日耳曼人头上，不仅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德来维里人，也是为了防止他们收留安皮奥列克斯。他在建造第一座莱茵河河桥上游一点的地方又修了一座类似的桥梁。这座桥的修建速度甚至更快一些；依旧“在军士们的热情工作之下”完工。在西侧桥头堡留下一支强大但适量的守军之后，他率领军团和骑兵深入日耳曼领土。乌皮人立即跑过来向他明确表明，他们对自己的盟友是忠诚的，向安皮奥列克斯派出辅助部队的是苏威皮人。苏威皮人甚至已经从他们的藩属部落中征召了军队，集结了一支随时可以发动入侵的大军。恺撒利用乌皮人充当耳目来了解苏威皮人的动向，并且通过他们确定苏威皮人获悉恺撒迫近他们之后就退入了他们领土边界上的巴钦尼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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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认为不向他们进军才是明智的，因为在一块居民不关心农业的土地上，不可能为人马找到粮秣，而且苏威皮人赶走了他们的牛羊之后，那里与沙漠并无二致。蛮族的算计很精明，但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恺撒还会再来，从而阻止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恺撒率军返回莱茵河西岸之后，将桥梁连接彼岸的60米长的桥面拆除，并且在“桥头造了一座四层高的木塔”，在莱茵河左岸“用非常坚固的工事加强了这个据点”，派沃尔卡久斯·都勒斯（VolcatiusTullus）率领的十二个大队的强大守军在此留守。一到粮食开始收割的时候，恺撒就亲自率领他的第10军团中的主力出发，穿过阿登森林杀向安皮奥列克斯，决心惩罚他对萨宾努斯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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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杀安皮奥列克斯




恺撒取道曲尔皮希（Zulpich）和奥伊彭（Eupen），派出全部骑兵前出，在路求·明弩久斯·巴希勒斯（Lucius Minucius Basilus）的统率下，尝试打安皮奥列克斯一个出其不意，而他自己率领军团迅速跟进。他命令巴希勒斯开进，连营火都不许点燃。这位军官以其出众的判断力和干练履行了使命，通过从俘虏口中获取的信息指导行程，他很快就来到据说安皮奥列克斯与其一小股骑兵的藏身之处。他的进展如此迅猛，以至于在任何关于他行动的传言传到安皮奥列克斯耳中之前，他就突袭并差点捉住了对手。但是，恺撒说：“在他遇险和脱险上，命运都起了很大作用。”安皮奥列克斯抓住千载难逢的好运气，成功逃出生天。他的侍卫们用事实证明了忠诚，以一场精彩的战斗掩护他骑上一匹马逃之夭夭了。

这位酋长似乎开始意识到继续与恺撒为敌是愚不可及的。因此，他告知盟友们，要他们现在必须为自己的生计着想。这是一种叛卖行径，激起了针对他的愤怒。厄勃隆尼斯人的国王卡都瓦尔克斯自杀了。许多依然拿着武器反对恺撒的部落携带财物遁入森林和沼泽，以躲避恺撒的愤怒报复。塞尼人和孔特鲁西人恳求恺撒的怜悯，证实了自己没有怂恿安皮奥列克斯造反之后得到了宽恕。但是他们受到警告要安分守己，还要把躲在他们中避难的厄勃隆尼斯人交给恺撒。

恺撒现在的任务轻松多了，他可以各个击破造反的蛮族，在亲自指挥之下，他所需要的人手要少得多。恺撒到达莫塞河的古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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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兵分三路。他将辎重运到厄勃隆尼斯人中间的阿杜亚都卡，尽管萨宾努斯在那里全军覆没，他修建的许多工事还在，这样可以令士卒们免受许多兴修新工事的劳作之苦。他派西塞罗率领第14军团和200名骑兵留守辎重。拉频弩斯率领3个军团向大西洋岸边，厄勃隆尼斯和门奈比人之间的边境地区挺进，以确定这个地区的高卢人的立场，并见机行事；德来朋纽斯率领3个军团，被派往西南方向，扫荡与阿杜亚都契人毗邻的地区；而恺撒本人率领3个军团向斯卡迪斯河（斯凯尔特河）进军，企图追杀安皮奥列克斯，直到埃度恩那森林的边界，今天的布鲁塞尔（Brussels）与安特卫普（Antwerp）之间，安皮奥列克斯及其几个骑马的党羽已经逃到了那里。

有些权威人士认为斯卡迪斯河不是斯凯尔特河，而是萨比斯河，因为正如《高卢战记》所述，后者并不流入莫塞河。那句话的原文是“流入莫塞河的斯卡尔狄河”。但是，恺撒可能犯了地理上的错误，斯凯尔特河的确流入了距离马斯河河口不远的大海；而且斯凯尔特河比萨比斯河更像一路大军的进军目标。一路向萨比斯河挺进的部队会一无所获，而且这还是德来朋纽斯的进军方向。

如果可能的话，拉频弩斯和德来朋纽斯将在第七天返回，与恺撒会师于阿杜亚都卡。届时，恺撒将视情况决定未来采取什么行动。第七天是给留守部队发放粮饷的日子。如此大量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令人想起亚历山大发动的一些针对山区蛮族的战役。这三路大军实际上更像三支武装侦察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什么都干不成。

[image: ]
◎ 三路进军




那些曾经效忠于安皮奥列克斯，现已陷入单打独斗的部落干得不错，他们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营寨，甚至没有值得进攻的军队。他们化整为零退入森林，他们唯一能打的仗是袭击罗马筹粮队或落单的战利品搜掠者：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当地已经没有一支成形的军队、没有一个城堡或一个据点可以用武力自卫，人们都散处在四面八方。不问是一个隐蔽的山谷也好、茂密的林薮或者险阻的沼泽也好，只要有人认为可以提供一线保障或逃生的希望，就去躲藏在那边。对住在就近的人来说，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熟悉的，但对我们说来，事情就需要特别留神，倒不是整个部队须要兢兢业业提防，惊骇四散的人从来不会危害到集中在一起的大军，该注意的是个别的士兵，当然就某种程度来说，也会牵涉到大军的安全。因为劫掠的欲望会把许多人吸引到老远去，而密林中隐蔽的难于辨识的道路也不允许集中着的大队人马进去。因此，如果恺撒希望这次战争得以结束，这个万恶的族类得以歼灭干净，就必须把人马分散，一批批派向四面八方去搜捕。如果他按照罗马军队向来的规矩和习惯，仍旧要士兵们保持着严密的队形行动，那地形本身就会成为蛮族的保障。同时他们中个别的人，也不乏勇气打些秘密埋伏，对我军分散的队伍来一个突然围攻。鉴于这些特殊困难，凡是出于谨慎、应该考虑到的一切都周密地考虑到了，虽然大家心中都燃烧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但恺撒还是放过了许多可以给敌人造成损害的机会，以免敌人反给我军一些伤害。


恺撒发现，他的时间不足以允许他全力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也希望节约使用他的军团。他邀请邻近部落，通过许诺瓜分大量战利品，来消灭这些以厄勃隆尼斯人为首的敌对部落。他决心这样做，作为他们消灭萨宾努斯和科塔的军团的惩罚，在他看来这是最不能容忍的背叛。恺撒不能原谅这个部落首领的背信弃义。他用最可怕的惩罚手段去造访他们，必须要斩尽杀绝。

恺撒请求帮忙的流言也传到了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中，他们认为这也适用于他们，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掠夺机会。生活在莱茵河毗邻地区的苏刚布里人派出了2000名骑兵，在恺撒的莱茵河桥下游45千米处乘船渡河，搜罗和赶走畜群，它们“正是蛮族十分贪图的东西”。获悉位于阿杜亚都卡的罗马营盘中没有多少守军，加上在他们看来，敌友之间没多少区别，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诱使他们去那里碰碰运气。他们收藏好手中的战利品，在马斯特里赫特渡过莫塞河，前往阿杜亚都卡。

恺撒及其部将们无法在第七天赶回阿杜亚都卡，形势绝非大好，而只剩下七天粮饷的守军，开始吵嚷着要外出搜罗粮草。西塞罗一直紧闭营门不让手下外出。很快，搜罗粮草就势在必行了，西塞罗决定派出若干人马出营筹集粮草，他想象不出会发生什么严重危险，因为所有敌对部落都被打散了，外出的9个军团肯定就在不远处。他错误地派出了过多部队（5个大队），而且可能是守军中最精锐的部分，导致营中防务空虚。不幸的是，这些筹粮队离开营盘不久，这2000名日耳曼骑兵就出现了，并发现营盘守卫力量不足。西塞罗的处境确实艰难，这险恶的局面也显示出西塞罗不够慎重。一个军人必须料敌从宽，时刻准备应对不测。

日耳曼人突如其来地杀向营盘后门，许多随营商贩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的同伴还在营外，防守此处的大队无力抵抗，直到在慌乱中后退，关闭了背后的营门。在营盘里面一切都乱作一团，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甚至有人猜测恺撒一定打了败仗，眼前的敌人是获胜的高卢军队的前锋。要不是塞克斯提乌斯·巴古勒斯（Sextius Baculus）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敌人可能会轻易攻入营门，巴古勒斯已经因伤致残，但依然从别人手中抢过武器，鼓励他的战友守卫壁垒。因此，《高卢战记》声称，似乎营中的5个大队比营外的2000名骑兵还能打。《高卢战记》没说西塞罗身在何处，然而他已经在去年通过坚守营盘而声名鹊起。阿杜亚都卡似乎是埋葬恺撒的一个陷阱。

当日耳曼骑兵们还在争论如何以最小代价夺取营盘时，外出的筹粮队回来了。这一次轮到他们进不了军营了，整个营盘都被蛮族团团围住。他们众说纷纭，老兵们认为应该这样，新兵和随营军奴、商贩们说该那样。显然，这些筹粮队是由多个军官带领出去的，似乎无人具备唯一权威。在骑士盖乌斯·德来朋纽斯的指挥下，老兵们采纳了他们认为当前局面下最好的方案，决心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他们以密集队形组成一个楔形或三角形（cuneus），通过大胆的突击与骑兵和随营者井然有序、安然无恙地进入营盘。另一批人组织较差，想在一个毗邻山冈上站稳脚跟，但看到老兵们的成功之后，他们试图如法炮制。在这批人中间，有一些人被砍倒和击毙了，因为不仅日耳曼人看到了他们的这一机动，而且这队人马的行动可能也不够老练，穿过了一片不利的地形。整个过程表明他们士气低落和缺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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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罗在阿杜亚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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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3—前52年的冬令营分布图




营盘的防御再度就绪之后，日耳曼人看到胜利机会渺茫便带着战利品渡过莱茵河撤退了。营中的守军处境凄惨，在沃卢森纳斯（Volusenus）率领的骑兵先头部队赶回来之前，守军几乎不相信恺撒安然无恙。恺撒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就回来了，因为他答应西塞罗这么做，并同意与拉频弩斯和德来朋纽斯会师。

恺撒在营中重新整顿了一番，再度踏上征程去追杀安皮奥列克斯。这一次，所有邻近部落都派出了辅助部队陪同前往，他们侦察了军队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掠夺，残酷到逃脱的叛乱分子肯定会饿死的程度。恺撒为抓捕安皮奥列克斯开具了高昂赏格，这位精明的酋长多次险些被擒，但还是躲开了每一个陷阱。据说，他只剩下4个同伴，从一个堡垒或藏身之所逃到另一处，而且逃脱了最严密的追捕。

[image: ]
◎ 高卢头盔




恺撒随后又返回了雷米人的主要城镇杜洛科多勒姆（兰斯），除了爱杜依人之外，雷米人是最忠于罗马人，同时也是最受罗马人尊敬的部落。在这里，恺撒召开了一个高卢部落会议，来决定如何处置森农内斯人和卡尔弩德斯人的叛乱。叛乱分子的主谋阿克果与其他若干同党被判有罪。“以我们的传统方式”（more majorum），阿克果被明正典刑，戴着枷锁被鞭挞至死。有些叛乱分子逃之夭夭了，但罗马的所有盟友都不得向他们提供“火与水”
[7]

 。

现在，恺撒入驻了冬令营。2个军团驻扎在德来维里人的边界上，2个军团在林恭内斯人的土地上，其余的6个安营于森农内斯人地盘上的阿及定古姆（Agendicum）
[8]

 。军团之间的距离更近，不像去年那样孤立无助。由于粮秣供应充足，存贮安全，恺撒认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自己的军队都无事可做，他便动身前往意大利。

这一年的行动特点，在于针对安皮奥列克斯在高卢东北部从事的精巧细致的叛乱，恺撒采取的巧妙和迅速的处置和机动。这场战役伴随着对整个地区的彻底破坏，但在这种情况下，破坏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是镇压叛乱各部的唯一手段。即使在当时，这样的行径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某种情况下是单纯的战争行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纯粹的野蛮行径。

在这一年的行动中，值得批评的一点是西塞罗在阿杜亚都卡的粗心大意，恺撒认为这是严重到需要申斥的行为。由于好运，此役没有带来重大恶果，但它可能引发另一起萨宾努斯事件。




[1]
 译注：这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典故。底比斯（Thebes）的建立者卡德摩斯（Cadmus）杀了一条龙，拔下龙牙种到土里，很快每一枚龙牙都变成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从地里长出来。



[2]
 译注：公元前55年，庞培任执政官时，元老院通过一道决议，命令他在退任后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西班牙的行省长官，并授权他可以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征集军队。庞培当时在山南高卢征集了一个军团。公元前54年，他本应赴西班牙就任，但为了进一步控制罗马，他不愿离开意大利，违反了惯例，他派自己的两位副将到西班牙去担任代理人。一面促使自己的同党在人民会议上建议授权自己一项监督罗马粮食供应的特别任务，使自己继续留在意大利的行为合法化。但依照罗马的法律，持有兵权的人是不可以进入罗马城的，因此他只能逗留在罗马城附近。此时，恺撒和他还没完全破裂，所以向他借用去年在山南高卢征集的这个军团。



[3]
 译注：今法国巴黎。



[4]
 译注：巴里西人（Parisii）是巴黎（Paris）的词源，巴里西人的首府卢德几亚就是后世的巴黎。



[5]
 译注：今天的哈茨山（Hartz mountains）。



[6]
 译注：今比利时维塞（Visé）。



[7]
 译注：根据罗马法，“切断火与水”意味着失去公民权，不再受到法律保护。



[8]
 译注：今法国桑斯（Sens）。








第十五章


维钦及托列克斯（公元前53年至前52年冬季）

当恺撒抵达山南高卢时，听说了罗马发生的动乱，克劳狄乌斯（Clodius）遇害
[1]

 ，所有青年都受命进行军事宣誓的报告——他们要去鹰帜下报到参军。恺撒认为有必要下令在高卢和普罗旺斯行省实行全面征兵，他的六年战争已经结出了丰硕果实。从表面上看，高卢已经被征服，高卢的日耳曼尼亚和不列颠的邻居们接受了不要干涉高卢内部事务的教训。关于罗马政坛上的严重问题的流言蜚语也传播到了高卢，尽管这个国度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之下暗流涌动。恺撒刚转身离开，各大部落的酋长们就开始密谋让他们的国度摆脱罗马人强加的沉重负担。他们认为现在时机不错，因为恺撒必须留在意大利，以维护其在本国政府中的利益；他们还认为对恺撒而言，国内利益比高卢的忠诚重要得多。

密谋者们在秘密隐蔽的地方聚会，谈论自己的苦难，尤其抱怨阿克果和其他高卢头面人物的残酷死亡，他们预感类似的命运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们谴责自己的土地惨遭蹂躏；他们哀叹强加在国土上的枷锁；他们还以庄重的誓言宣誓，他们会在必要时，以死争取高卢的解放。他们计划在恺撒回来之前发动袭击，至少封锁罗马营寨，并且尝试在路上拦截恺撒。这似乎轻而易举，因为这些酋长知道，没有恺撒亲自下令，任何一个军团都不能移动营地。留下一个军官总揽全局不是恺撒的习惯，只要封锁了道路，没有军队保驾的恺撒就无法到达军团营地。

在我们看来，恺撒不在的时候不让任何人担任最高统帅，是一种极其不当的举措。官兵将士缺乏积极的管理，已经不止一次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是，这种习惯以及罗马军官之间不断轮流指挥造成的损失似乎比我们预想的要小。这种制度在罗马军队中行之有效，但也仅仅在罗马军队有效，在其他军队中完全无效。

阿克果的遇难对卡尔弩德斯人的打击最为沉重，他们首先拿起武器同意向罗马人开战，前提是其他部落能够支持他们。所有人都宣誓这样做，并按照他们的军事标准，以最庄严的方式做出保证。在那个商量好发动叛乱的日子，在两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古德鲁亚都斯（Cotuatus）和孔肯耐托杜纳斯（Conetodunus）的率领下，卡尔弩德斯人集结于钦那布姆（Genabum）
[2]

 ，屠杀了那里的所有罗马人，其中多数是商人。遇害者中有受恺撒委托筹备粮秣的专员盖乌斯·富非乌斯·契坦（Caius Fusius Cita）。

关于叛乱行动的情报传播得快如闪电。据说已经传到了阿浮尔尼人的地盘上，即今天的奥弗涅（Auvergne）——从日出到第一刻时（上午9时），就从钦那布姆传到了及尔哥维亚，经卢瓦尔河和阿列河河谷传播了240千米。这条新闻是由驻扎在位置合适的山丘上的塔楼上的人传播的，他们以特定的叫喊声，或者可以称之为“响亮的单音节”口耳相传。这样的情报传递方式在高卢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这些塔楼的一些遗迹存留至今。如果风向相反，就用火光代替声音。很多地方和时代都用过类似的手段。这是一种天然的方法，信号通讯方式颇为古老，而字母信号出现得相当晚近。

维钦及托列克斯是一位年轻、聪慧而强力的酋长，生于及尔哥维亚，是阿浮尔尼人契尔季洛斯（Celtillus）的儿子。契尔季洛斯怀有成为所有高卢人的最高统治者的抱负，也因此被杀。维钦及托列克斯激发了他的臣民的反抗热情，使他们奋起反抗罗马暴君。年纪较大的酋长们认为造反不是合适的，因为阿浮尔尼人长期以来都是罗马的忠实盟友。他们将维钦及托列克斯赶出他们的主要要塞及尔哥维亚。不过，维钦及托列克斯没有轻易放弃他的抱负，他将所有穷人和陷入绝境的人，以及许多年轻人和野心勃勃的人都号召到自己的战旗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相当强大，足以将其他酋长赶出及尔哥维亚，而他自己则在及尔哥维亚割据一方。被拥戴为国王之后，他赢得了里杰尔河沿岸直到海边的所有邻近部落的支持，甚至里杰尔河对岸的部落，森农内斯人、巴里西人、庇克东内斯人、卡杜尔契人（Cadurci）、都龙耐斯人、奥来尔契人（Aulerei）、雷穆维契斯人（Lemnovices）也拥护他，他被选举为所有起义者的最高领袖。爱杜依人拒绝参加起义，并且阻止了里杰尔河以东的部落参加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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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中部




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军纪严苛而残酷，据说他经常用死刑和肉刑胁迫新兵加入他的队伍，但他的队伍还是迅速壮大。无论如何，他不择手段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的骑兵尤其出色。步兵不怎么样，但是通过将轻装部队与骑兵混编，骑兵数量增加了。

毫无疑问，维钦及托列克斯是个有着非凡才具的人，只是他发动起义的时间不合适，但这种错误不能归咎于他缺乏判断力。当时，他和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如果起义推迟几年，到恺撒身陷内战的泥潭而无法亲自来高卢的时候，起义会对罗马人造成多大的威胁。恺撒确实很走运，像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强大的对手没有将起义推迟到他与庞培最终决裂之后。

维钦及托列克斯开始了他的军事行动，他首先派遣由卡杜尔契人路克戴留斯（Lucterius）率领一队人马到高卢南部卢登尼人的地盘上，同时亲自向里杰尔河以南的别都里及斯人（Bituriges）进军，因为后者没有加入他的起义。卢登尼人向罗马人永远的忠实盟友爱杜依人求援，爱杜依人派来一支人马支援他们。当这支人马抵达爱杜依人的边界里杰尔河的时候，听说，或者说军中的反罗马人士假装听说，别都里及斯人背信弃义地企图进攻他们，故而在原地盘桓一番之后就回去了。就这样，孤立无助的别都里及斯人加入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麾下。

身在意大利的恺撒听说了这些事。庞培与他在双方都满意的基础上摆平了罗马事务，这样恺撒就能启程出征了。但是，当他抵达山南高卢，也就是罗讷河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对如何与他的军队会合游移不定。高卢酋长们的计划十分精明，他无法派人去号令军团，见不到任何从军营来的使者，也无法真正指挥军团的行动。各军团相互隔绝，如果它们试图行动，很可能在集中之前被各个击破。在这种危急局面下，军团无法指望某个特定人物的聪明才智，他也无法到军团中去，因为他不敢将安危托付给任何人，高卢人中的不满情绪已经相当普遍。

与此同时，路克戴留斯已经拉拢了卢登尼人、尼托布里基人和伽巴里人等邻近部落，准备南下进犯普罗旺斯行省靠近海岸的奈波。不过，恺撒相当多谋善断，他那不知疲倦的天性让他意识到世上一切皆有可能。与所有伟大的军人一样，他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随着危险加剧他也更加坚强。他前往奈波，因为普罗旺斯与起义毫无关联，所以他愿意去那里掌控普罗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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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罗旺斯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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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前往他的军团




恺撒的出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他驻扎在奈波，通过鼓动附近的居民，招募了足够多的新兵，使他得以保卫塔尔尼斯河（Tarnis river）沿岸、毗邻卢登尼人的城镇，以及沃尔卡族的阿雷科米契人和托洛萨得斯人境内的城镇。这样，路克戴留斯就无法入侵普罗旺斯行省了，因为他面对的防线过于坚固，肯定无法取得持久的战果。

巩固了普罗旺斯行省的左翼防线之后，恺撒北上向海尔维第人挺进，同时命令从意大利和普罗旺斯集结一批新兵。他担心维钦及托列克斯会进攻他的军团，因此计划将对手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必须采取措施将普罗旺斯行省附近的高卢领导人吸引过来，在那里恺撒可以压制他们。恺撒看到，如果他要获得进入军中的机会，他必须采取一些大胆的行动来吸引维钦及托列克斯的注意力，尽管积雪深达1.8米，他还是率领部队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劳作和困苦，翻越了启本那山，大致路线是登上阿尔代什（Ardeche），继而下行到卢瓦尔河河谷，经今天的阿普斯（Aps）、欧布纳（Aubenas）和圣西尔格（St.Cirgues）前行，走出阿浮尔尼人的地盘奔向勒皮（Le Puy），继而前往布里尤德（Brioude）。此后，他派骑兵前进，在这片土地上纵横驰奔，播撒死亡和恐惧。

看到自己的土地而非普罗旺斯行省变成战场，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从一片从来没人尝试过在冬季翻越的群山中现身后，阿浮尔尼人目瞪口呆，急切地向维钦及托列克斯求援。维钦及托列克斯搁置了别都里及斯人的问题，让他们自行解决，自己率领最精锐的部队发动强行军，向罗马军队方向挺进。恺撒的分兵之举转移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注意力，使之舍弃了对其事业最有利的目标。恺撒命令年轻的布鲁图斯（Brutus）指挥他的骑兵进行强有力的侦察，并不停游弋，恺撒本人奔向罗讷河畔的维埃纳，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已经按照他的命令在这个城镇集结待命的新募骑兵，他亲自率领他们日夜兼程，穿过爱杜依人的地盘进入林恭内斯人境内，他的两个军团正在这里的安贷马图鲁（Andaematunum）
[3]

 扎营息冬。

他用一场精彩异常的佯动，化解了危及他的整个征服计划的危局，他毫不犹豫地冒着个人生命风险行军，这是不可避免的明智之举，彻底让敌人为难了。现在，他安然无恙。他行动得如此快捷，以至于一直抢在被敌人察觉之前。在安贷马图鲁的营盘，恺撒命令在德来维里人中间扎营息冬的两个军团向他这里靠拢，这样他就能再次将兵力集中为一个整体了。其他六个军团在森农内斯人中间的阿及定古姆息冬，他立即命令全部军团向阿及定古姆集结。这些极其迅速、精心策划的行动，令高卢人对他的意图困惑不已，从而阻止了任何参与了袭击他们的阴谋的人采取行动，否则这些人会在罗马人集结的过程中发动进攻。大约在2月末，恺撒抵达阿及定古姆。关于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无论怎样赞誉都不过分。

听说恺撒就这样集中了兵力，维钦及托列克斯回到了别都里及斯人的土地上，又从那里去了位于里杰尔河与厄拉味尔河（Elaver）交汇处的戈尔哥宾那·博若罗姆（Gorgobina Bojorum）
[4]

 ，在这里他决定发动攻势。此地是依然忠于罗马的波依人的首都，他们在海尔维第战役失败之后被恺撒安置在这里。对恺撒来说，冬季战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运输物资几乎不可能，人们几乎无法想象那里的少数几条道路有多么糟糕，但恺撒必须冒一切风险，免得同盟部落对罗马丧失信心，更重要的是，避免他们对恺撒失去信心。如果恺撒坐视他们的主要城市被敌人占领，那么他们肯定会对恺撒失望。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很大程度上依赖爱杜依人的善意来保证他的粮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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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阿及定古姆到阿凡历古姆




将军队牢牢掌控住之后，他将两个军团和辎重留在阿及定古姆，亲自率部向波依人的土地进发，他希望通过将自己的保护圈扩展到他们头上而保证他们的忠诚。他派使者前去鼓励他们坚决抵抗，并向他们保证自己会在危急时刻迅速赶到。到了第二天，他抵达维隆诺邓纳姆（Vellaunodunum）
[5]

 并着手攻取它，他不仅需要它充当仓库，而且不能把它留在敌人手里从而威胁自己的后方。两天之内，恺撒就建成了封锁线，该城守军清楚认识到抵抗是徒劳的便开门投降了，他们交出了武器和600名人质。留下德来朋纽斯完成受降之后，恺撒毫不耽搁地向卡尔弩德斯人的钦那布姆城进军。如前文所述，此地可能是今天的日安，尽管普遍认为它是奥尔良。他要迅速前往戈尔哥宾那，如果前往奥尔良就需要绕道而行，而且还得途经一段崎岖的乡间小路，由于他没必要这么走，此时他很可能不会放弃走直路。此外，日安坐落在山上，是一个更好的建城位置，奥尔良则位于山坡上。由于卡尔弩德斯人认为恺撒会长时间逗留于维隆诺邓纳姆，所以没有在钦那布姆城驻军，此时仅仅是维隆诺邓纳姆投降的两天之后，他们甚至还没有得到相关消息，恺撒的到达令市民大吃一惊。因为受到他规模不小的辎重车队的拖累，他几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完直线距离为75千米的路程到达奥尔良，这是另一个支持日安的理由。午夜时分，居民们渡过里杰尔河逃走，附近的河上有一座桥，然而恺撒已经派出两个军团监视此城，由于桥梁狭窄，居民们在桥上耽搁了很久，所以逃跑未遂被赶回城里。恺撒进城纵兵大掠，作为最近杀害城中罗马人的惩罚。从这里，恺撒南下向诺维奥洞纳姆
[6]

 和别都里及斯人
[7]

 的阿凡历古姆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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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骑兵（陶俑）







[1]
 译注：克劳狄乌斯是共和国末期的著名煽动家，以放荡著称，公元前58年任保民官。最初恺撒把他当成自己的工具，竭力扶植他，用他作为自己留在罗马的代理人。通过采取一些取悦百姓的手段，包括取消向城市贫民发放救济粮时收取的低廉费用，废除禁止街头活动的法律等，他获得了城市游民的拥护，成为罗马城内的风云人物，拥有大批打手和武装奴隶，因此不但跟留在罗马的庞培发生公开的冲突，而且逐步脱离恺撒的控制。公元前56年，庞培、恺撒、克拉苏三人重新订盟后，他逐渐被恺撒抛弃，庞培培养另一个煽动家米罗跟他对抗。他在一次械斗中被米罗的党羽杀死，这在罗马引起了轩然大波，愤怒的城市游民到处报复，甚至纵火烧掉了元老院。这就是当时罗马发生的动乱。



[2]
 译注：可能是今法国奥尔良（Orleans），但更可能是奥尔良东面的日安（Gien）。



[3]
 译注：今法国朗格勒（Langres）。



[4]
 译注：今法国圣帕里兹-勒沙泰勒（Saint-Parize-le-Châtel）。



[5]
 译注：今法国特里盖尔（Triguéres）。



[6]
 译注：今法国桑塞尔（Sancerre）。



[7]
 译注：布尔日（Bourges）的词源。








第十六章


阿凡历古姆（公元前52年深冬和初春）

听说了恺撒加于他的同盟城市的浩劫后，维钦及托列克斯放弃了对戈尔哥宾那的围攻，转头迎击罗马人。恺撒刚刚完成对诺维奥洞纳姆的围攻。市民们正在将人质、马匹和武器交给百人队长们，这时远远看到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骑兵先锋的到来。在这样明显的援兵的鼓舞下，某些市民再度拿起武器关闭城门，把守城墙拒绝投降。正在受降的百人队长们展现了高超的武艺，还是压制住了市民。与此同时，在骑兵的漂亮打击之下，恺撒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才击退了高卢人的先头部队。在战斗中，他的土著骑兵几近战败，但恺撒新招募的400名骑兵被证明名副其实，凭借他们不知疲倦和不同寻常的战术挽狂澜于既倒。

维钦及托列克斯撤退了，恺撒向阿凡历古姆推进，那是别都里及斯人最坚固的城镇。他计划发动围攻，因为他相信占领它会使整个地区听命于自己。阿凡历古姆这个名字源于阿瓦拉河（River Avara）
[1]

 ，布鲁日就是别都里及斯的遗迹。

维钦及托列克斯是恺撒在高卢遇到的空前强大的对手，他从维隆诺邓纳姆、钦那布姆和诺维奥洞纳姆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不能在开阔战场上与恺撒打仗。他召集了一个部落大会，告诉酋长们为了获胜他必须发动一场系统性的积小胜为大胜的零星战争，这样才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切断罗马人的粮草供应，而缺乏草料会或多或少地让恺撒的骑兵失效。只有自我牺牲才能将高卢从罗马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焚毁、夷平自己的农田和村庄，凡是敌人不能从防御工事或阵地上夺取的东西，都务必让敌人得不到。这一策略迫使罗马人去远方搜集补给品，然后维钦及托列克斯打击他们的筹粮分遣队，进而各个击破。只要罗马军团麇集一处，以高卢人的勇气和纪律就无法对抗他们。

无论这一计划给自己的人民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对抗敌而言都是有深远影响的。由于自己的后方粮秣充足，维钦及托列克斯计划用饥饿击败罗马军队。就像费边用同样策略对付汉尼拔手下获胜的部队那样，这位蛮族酋长在对付恺撒的军团时，采用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巧妙手段。

对于蛮族而言这一策略更容易实施，他们在这个国度的活动范围远比恺撒的人马大得多，更熟悉它的资源和地形，而且人民也站在他们一边。

根据维钦及托列克斯为他们规划的方案，别都里及斯人开始毁灭所有可能落入罗马人之手的城镇和粮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也不愿承受让自己陷入死亡、妻儿被卖为奴隶的命运，正如他们所相信的，如果恺撒成功征服这片土地，那么这就是注定的命运。他们在一天之内就焚毁了20个城镇。鉴于阿凡历古姆的优越地势适于防守，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几乎只有它才免于被自己人毁灭，城里还驻扎了一支规模适当的守军。在距离罗马人22千米处，维钦及托列克斯及其军队驻扎在一个由森林和沼泽屏蔽的地方，也许就是今天的邓勒罗瓦（Dun-le-roy），塔伊斯索河（Taisseau）与欧龙河（Auron）的交汇点，阿凡历古姆东南方27千米处。今天沼泽已经干涸，河溪也变窄了。他不敢阻挠罗马人对阿凡历古姆的围攻，但严密监视着罗马人的一举一动，详细侦察附近地区，只要他认为没有问题就会袭击罗马人的筹粮队，并在他们的所有行动中保持有利态势。他“随时知道阿凡历古姆发生的事情”。

阿凡历古姆位于一片幅员辽阔、地势开阔的原野中央，它的北、东、西三面被沼泽密布的河流包围，它们是注入里杰尔河的耶夫尔河（Yevre）、耶夫列特河（Yèvrette）和欧龙河，那些沼泽也是它们造成的。只是西南方向有一条狭窄的入城通道。现在这条通道比当年宽阔多了。布尔日的各条河流相继开凿了运河，这一工程拓宽了河流之间的土地宽度，同时不断挖掘出的泥土抬高了河岸的高度。经过几代人的开垦，整片沼泽已经被肥沃的田野和花园占据。台地以平缓的坡度下降，与低洼的田野相接。高于草地的台地的总体高度依然与恺撒说的一致，但它的边缘没那么陡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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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历古姆




阿凡历古姆城中有4万人。恺撒在欧龙河与耶夫列特河之间的一处高地上安营扎寨，距离城门约750米远。恺撒的营盘遗址如今被一家政府铸炮厂、商店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占据。在营盘和城镇之间是一片洼地，仿佛一条巨大的护城河保护着城镇。现在，洼地已经被填平以适应现代建筑的需要，如果仔细勘察的话，还能找到营盘的遗迹。恺撒开始堆砌土山、建造盾车和两座攻城塔楼。由于沼泽的存在，修建封锁线既不可行也没必要。他必须沿着不超过120米宽的狭窄通道进攻。阿凡历古姆的城墙顶端比谷底高出24米。

维钦及托列克斯很出色地实施了他的积小胜为大胜策略。罗马人的筹粮队只要走得远一点就会遭到袭击。粮秣开始短缺，爱杜依人的忠诚日益动摇，并不急于供应粮秣，波依人一贫如洗，现在由于原野惨遭蹂躏，就地筹粮成了完全不可靠的办法。尽管如此，士兵们仍能顽强地忍耐匮乏之苦。恺撒经常征求军队的意见，这既是一种策略也是先例。眼下，在他为军队的供应心急如焚的时候，他甚至提出如果将士们觉得困难太大他就撤围而去，将士们很快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绝不！”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为同袍而战。所有认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统帅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奋战到底的决心。

进行攻城期间维钦及托列克斯用尽了浑身解数，他离开营盘南下，迫近阿凡历古姆，并在西北方安营扎寨。他希望找到一个机会沉重打击罗马人。此后不久，他率领骑兵和随同的轻装部队去了一个罗马筹粮队执行日常任务时经常路过的地方，期待以一场伏击俘获大量敌人。幸运的是，恺撒获悉了他的诡计。

我们对恺撒的侦察和间谍系统所知甚少，但他对敌人营中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我们只得得出结论：他组织了一个高效的“秘密特工”系统。

午夜时分，恺撒率领他的大部分兵力出发，趁着蛮族首领外出的机会袭击了敌人的营寨，他听说敌营中没人拥有最高指挥权，他的突袭足以彻底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抵达战场之后，他“下令迅速把行囊集中堆在一起，准备好武器”，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战斗。维钦及托列克斯已经将他的营盘建在一个由阿凡历古姆沼泽环绕的高地上，那里的沼泽有15米宽；他拆掉了通往营盘的桥梁，抢占了少数几个徒涉渡口。恺撒在侦察时发现这个阵地异常坚固，他明智地拒绝打一场得不偿失的不平等战斗。士兵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战场的凶险，要求打一仗，但是恺撒向他们表明那将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而且他已经通过化解维钦及托列克斯的伏击达成了目标，强攻敌营并不值得，于是罗马人收兵回营，继续之前的围城工作。

维钦及托列克斯回到自己的营盘之后，由于他未能诱使罗马人打一场不利的战斗，在罗马人出现在营下之前便带走了全部骑兵，加上他对整个战事的拖延，都在他那反复无常的高卢盟友中引发了反对他的声音，他们指控他沦为被恺撒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卖国贼。但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阐明了事情原委和前景后，维钦及托列克斯设法洗刷掉了对自己的指控，事实上，他将高卢人的沮丧情绪振奋了起来，高卢人决心派遣1万人前往阿凡历古姆，以免别都里及斯人独占击败恺撒的荣耀。尽管如此，恺撒军团中的热诚合作精神与维钦及托列克斯阵营中的猜忌、嫉妒的纷争大相径庭，这使机会更加倾向于罗马人。维钦及托列克斯能够将这些纷争不已的部队整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自己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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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历古姆城外的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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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历古姆城外的土山（A到B点的横截面）




高卢人巧妙布置了阿凡历古姆的防务。他们也别出心裁地化解了罗马人的围城手段。他们用套索套住罗马人用于破坏城墙的挠钩和冲城羊头锤，然后将它们拖进城里；用地道破坏罗马人的土山，由于这个国度有许多铁矿和铁矿工人，所以他们都是挖掘地道的专家；在受到罗马人威胁的城墙上修建与罗马人一样高的塔楼，再用兽皮包裹这些木质器械；他们发动夜袭焚烧罗马盾车；他们每天都发动突击，向攻城者投掷锋利的木桩、石头和滚热的沥青，极大阻滞了敌人的进攻。就算是文明世界的守军也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加出色。

高卢人的城墙是用沉重的圆木和石头砌成的，很难用冲城羊头锤和纵火破坏。沿着城墙所需要的长度，把直圆木各隔开0.6米，用榫卯互相接牢，上面覆盖大量泥土。城墙外侧的圆木用巨石堵塞住它的前端。石头保护城墙免受火焚，圆木的两端烧焦硬化，鉴于木头和泥土弹性较大，因此比石头更能抵御冲城羊头锤的冲击。城墙必须逐段击破，而不能整体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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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城墙




尽管天气湿冷，罗马军团还是坚持了下来，不到25天，他们就建起了一座99米宽、24米高的土山。尽管这些数字出自《高卢战记》，但一些批评家对此存疑。他们的主张并不让人意外，当地地形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当土山几乎修到敌人的墙下时，它遭到了敌军地道的破坏开始下沉，而地道中燃起的火更加剧了破坏。这发生在午夜时分，当时恺撒恰巧在巡视，被围的守军冲出塔楼两侧的城门发动猛烈的突袭。阿凡历古姆人向塔楼和土山投掷火把、沥青、干柴和其他易燃物。通常有两个军团在夜间执勤，但他们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塔楼前面的移动棚屋被摧毁了，罗马人一度不得不在塔楼中毫无掩护地走动。现在，守军看到了取胜的大好机会。

在这里，恺撒提到了一件事，它使我们能够将枪林弹雨下的古代与现代的英勇行为做个比较：


就在我们目睹之下，发生一件我们认为颇值得一叙、不应该略去的事情。有一个立在市镇城门前的高卢人，把别人递给他的树脂和油膏，一团团的投掷到正在焚烧的一座木塔的火焰中去，当他被一架弩机射过去的矛洞穿右肋，倒地死去时，这批人中站在他后面的另一个人，跨过他的尸体，继续这一工作，当这第二个人又被弩机以同样的方式射死时，又有第三个人接了上去，接第三个人的是第四个人，那地方防守的人始终没中断过，直到那壁垒上的火被扑灭，四面的敌人都被逐走。


似乎有3个或更多的高卢人在他们的岗位上被击倒，而这个岗位立刻被新来的人填补上了。这里提到的行为被认为具有一种非凡的勇气。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事迹。在战斗中，整队人马被悉数杀死并不鲜见，但从来都不缺少去顶替他们的位置的人。

这次突击经过激战被击退了。现在，城中的高卢士兵制定了一个撤离城市的计划：在夜间穿过城后的沼泽撤离，前往维钦及托列克斯的营盘，但城中妇女们的哀号吵闹引发了被困在城里的守军的恻隐之心，也引起了城外的罗马人对突围的警觉，由于害怕被截断退路，守军取消了突围计划。

次日暴雨倾盆，城墙上的守军粗心大意。恺撒看到敌人的松懈，悄悄做好了准备，塔楼被迅猛地推到城下，恺撒命令手下登上城头，为先登者开出了高额赏格。罗马人以异乎寻常的胆色从隐蔽处杀了出来，以整齐的队形发起冲击。敌人惊慌失措被赶进城里，守军却以令人钦佩的坚毅在市场上组成了楔形阵（或许是紧密阵型），决心死战到底。毫无疑问，他们会在这里顽抗，但是当他们看到罗马人沿着城墙前进，准备包围所有留在城里的人时，他们的阵型瓦解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大多数人逃到城镇的最北端。高卢人四分五裂，群龙无首，他们抛弃了武器，完全落入罗马人之手，而罗马人毫不留情地屠戮他们，无论老幼、不分男女。步兵无法追及的人、物落入骑兵之手。4万名男女妇孺中，只有800人穿过沼泽逃入维钦及托列克斯的营盘。这位高卢君长接纳了他们，将其分配到他军中的几支部队中，以免一支满怀悲愤的队伍会发动哗变。

维钦及托列克斯又一次面临着将同胞组织起来应对这场灾难的任务，在如此不幸的境况下，没有什么人比这位杰出人物的天赋更能在这个喜怒无常、蛮不讲理的民族中间维持管控地位了。“因此，在别的指挥官身上，厄运往往会削弱他们的威信，但他的威信却相反地因为遭到失败而一天比一天更加提高。”现在，维钦及托列克斯建议高卢人模仿罗马人的做法加强营盘。他们听从了这个劝告，此后一直继续这样做。他还巧妙地向邻近部落发出呼吁，成功争取到了他们参加自己的事业，他很快就用一支更强大的兵力弥补了在阿凡历古姆蒙受的损失。生力军中以尼几阿布罗及斯人（Nitiobriges）的王子都托马得斯（Teutomatus）率领的一支精锐骑兵最为重要。尽管他的进攻性策略更容易获得公众情绪的支持，但这位蛮族君长还是没有袭击恺撒的正面战线。他精明地继续发动零星战斗。

恺撒在阿凡历古姆发现了大量粮食、草料，并为他的军队提供了急需的休整。春季和更适合采取积极行动的季节近在眼前的时候，爱杜依人派来急使向恺撒紧急求援，因为他们的国内发生了严重分裂，两个分别以孔维克多列塔维斯（Convictolitavis）和科德斯（Cotus）为首的敌对派系争斗不息，两人都拥有高贵的血统和相当的实力。按照惯例，爱杜依人每年选举一位大法官为最高长官，他俩都宣称自己是拥有政府主导权的大法官。恺撒不愿意放弃对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军事行动，现在他希望要么将维钦及托列克斯从藏身的森林中赶出来，要么将其围困在死亡陷阱之中。但是，恺撒不能允许后院起火，也不能对爱杜依人的不忠视而不见。他转头离去，从前线返回位于普罗旺斯的后方基地会路过爱杜依人的地盘。如果爱杜依人的忠诚发生了动摇，那么他面临的将是生死存亡问题，而非战略问题。正是爱杜依人让他的仓库粮草丰盈，事实上他们是恺撒的一个中间基地。恺撒到了这个地区，在里杰尔河河畔的特乞几亚（Decetia）
[2]

 召集爱杜依人的元老院前来见自己，他决定让只有少数人支持的科德斯辞职来平息这场争议，还要把政权交到孔维克多列塔维斯的手中。最后，恺撒诱使爱杜依人承诺向他提供1万名步兵和所有骑兵，在他的行动沿线上充当驻军，以保护他们向他供应粮秣的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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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阿凡历古姆到及尔哥维亚




平息了这场危机之后，恺撒派遣拉频弩斯率领四个军团向被维钦及托列克斯煽动起来的森农内斯人和巴里西人（卢德几亚人）进军，这四个军团中的两个抽调自大军，另两个此前留驻在阿及定古姆，而他自己率领其余六个军团向阿浮尔尼人的及尔哥维亚挺进，计划围攻它。虽然阿浮尔尼人曾经是罗马人长久以来的忠实盟友，现在却成了叛乱的中心。恺撒和拉频弩斯各率领一部分骑兵。关于恺撒离去时维钦及托列克斯在干什么的史料阙如，他似乎退居到别都里及斯人的群山和森林之中，一直在关注对手的动向。获悉恺撒的进军方向之后，维钦及托列克斯猜到了恺撒的目标，他去了厄拉味尔河（阿列河）彼岸（左岸），在恺撒抵达右岸之前占领了它。这一行动表明，维钦及托列克斯也具备军人的真正直觉，或许他也拥有同样优秀的侦察和间谍队伍。他的机动让他横亘在恺撒的行军路线上。他企图阻止罗马人靠近及尔哥维亚，他小心翼翼地破坏了这条河上的全部桥梁。厄拉味尔河依然是一条大河，当时它是他的领土上的坚固屏障，他必须凭借这条河挡住所有威胁。当时，这条河只在秋季的枯水季节才能徒涉，恺撒必须刻不容缓地渡河，除非他承认维钦及托列克斯能够迫使他改变计划。他溯河而上，在今天的穆兰（Moulins）附近停下了脚步寻找机会渡河。从特乞几亚到穆兰有一条古老的高卢道路，后来被建成了一条罗马大路。日复一日，罗马人走多远，维钦及托列克斯就如影随形地走多远，夜间在罗马军队的对岸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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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拉味尔河




恺撒认为，他必须耍些花招才能渡河。一天夜间，恺撒在一座损毁的桥梁附近扎营，此地最可能位于瓦雷纳（Varennes）附近。次日天明，恺撒派出全军三分之二的士兵和全部辎重拔营启程，他命令他们分为6支部队行军，这样的阵势让他们看起来像满员的6个军团。他与留下的2个军团躲在河边的树林里。维钦及托列克斯跟着河对岸的罗马军队行动。敌人一走远，恺撒就走出藏身之处，以依然伫立在河里的木桩为基础，迅速修好了那座桥，渡到左岸并且修建、进驻了桥头堡，一切就绪之后，他派人召回前方的主力部队。在接下来的夜间，两支部队背着维钦及托列克斯会师了。当维钦及托列克斯看到自己上了当，而且全部罗马军队已经安然渡河的时候，便发动强行军赶往及尔哥维亚，以免陷入违反本意、被迫进行会战的被动局面。

这段路程巧妙地走完了。在这里，恺撒以其机智的谋划为自己增光添彩，而维钦及托列克斯却因对河岸的侦察粗疏大意而棋输一着。但是我们并不能过于苛责这位蛮族君长缺乏天分，他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也没有学过战例来对抗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之一。我们无法将恺撒在厄拉味尔河的行动与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斯（Hydaspes）和汉尼拔在罗讷河的行军相比较。这远远不是一次出类拔萃的行动。但是，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技巧高超、构思精妙的军事杰作，而且执行得无懈可击，以至于欺瞒过了一个目光犀利的对手。




[1]
 译注：今尤塞河（Euse）。



[2]
 译注：今法国德西兹（Decize）。








第十七章


及尔哥维亚之围（公元前52年春季）

在五天的行军中，沿着河流上溯又返回的第一纵队疲惫不堪，而第二纵队因为恺撒发动强行军一大早就赶到阿浮尔尼人的首都及尔哥维亚，所以也很疲乏。敌人只向他发动了一场小规模骑兵战斗，随即退到及尔哥维亚所在的那座很高的山冈的山坡上，高卢人就在城墙外面安营扎寨。

及尔哥维亚高地位于今天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以南6千米处，比平原高出360米，它已经恢复了古代的名字。高地顶部是一块矩形平地，长1500米、宽500米。他的东、北两侧山坡可能林深树密；一支大军要接近这块平地可能并不容易。南坡宽阔但并不陡峭，是高度逐渐上升的连续台地，显然南坡没有多少林木。高地西侧是里索高地（Risolles），它的山顶只比及尔哥维亚高地低30米，且与一块狭长的地面相连。在里索高地的侧翼还有两座山丘，分别是罗尼翁山（Monts Rognon）和吉鲁山（Puy Giroux）。在南面，有一座仿佛巨大拱架的狭长山丘——罗歇山岩（Roche Blanche），它的东、南两侧都是石壁，其他方向是容易攀登的山坡，大约比及尔哥维亚高地低150米。欧宗河（Auzon）在及尔哥维亚南侧流过，注入阿列河。西北方有一条小溪。东面有个巨大的浅湖，现已干涸。及尔哥维亚的南面和东南面被认为是最易遭到攻击的方向。

恺撒在浅湖以南的安全高地上修建了主营盘，它大概高于平原30米。欧宗河从营盘背后流过。在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军队被歼灭之前，企图以一场猛攻攻陷及尔哥维亚无疑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恺撒必须在封锁或围攻及尔哥维亚之前囤积足够的粮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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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尔哥维亚和附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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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营




关于及尔哥维亚的叙述和描绘令人颇感困惑。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巉岩嶙峋的高地，顶端被天险屏蔽而事实上坚不可摧。通常认为它的北坡根本不可能被攻破，事实并非如此。北坡虽然很长，但不陡峭。数代人的耕种可能已经软化了这片山坡，今天它覆盖着肥沃的农田和葡萄园，耕种也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改变。在恺撒时代，北坡可能被林木覆盖，因此恺撒没有彻底勘察过它。从这里发起进攻远比从南坡进攻更能达成奇袭的效果。北坡远非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不可攻破，占领守望山（Lookout Mountain）或向公墓山脊（Cemetery Ridge）发动皮克特冲锋（Pickett's Charge）的人
[1]

 会嘲笑这个构想，但是，古代战争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南坡的阶梯台地更加开阔，正是在这片台地上，维钦及托列克斯摆开了他的队伍，沿着军前的阵线用巨石砌成了1.8米高的护墙。在这里，维钦及托列克斯以他最熟练的方式，按部落次序部署他的盟军，每天他都在与罗马人的小冲突之中锻炼他的军队，尤其是混编了轻装步兵的骑兵，以此确保和提振他们的勇气和纪律。这些战斗发生在恺撒营盘与及尔哥维亚之间的平原上，蛮族从城市的东、南两面的出口冲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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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尔哥维亚城下的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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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壕沟的横截面




很快恺撒就发现城南的一座山冈（罗歇山岩）与建有及尔哥维亚的高地遥遥相对。这对敌人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占领它，高卢人就能掩护自己取得水、粮食和草料的行动，而维钦及托列克斯在这里只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前方哨所。他应该用更强大的兵力保住它。相比于今天，恺撒时代的这座山丘在某些方向无疑更加陡峭。从那时起，山坡的坡度可能有所变化，不过通往平原的方向可能没那么陡峭。恺撒决心占领这座山冈。通过精心策划的夜袭，他赶走了兵微将寡的守军，让两个军团取而代之，在山顶迅速扎起一个小营，用3.6米宽的双重壕沟和雉堞将其与大营连接起来，这样两个营盘之间的交通就安全了。今天这两个营盘都得到了挖掘，它们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恺撒的这一行动切断了及尔哥维亚人的主要水源——欧宗河，因为高地上的他们得经过一条山谷小径才能抵达河边，现在在罗马人的压迫下，这条路没那么容易走了，他们不得不依靠高地上今日犹存的泉水解渴，至于食物则需要从西面更高的山区和城西北的河溪取得。对于那个方向，恺撒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爱杜依人的青年贵族们受到维钦及托列克斯派来的使者的煽动，使者通过歪曲事实和金钱，改变了他们对于恺撒尊敬他们的民族的看法。甚至刚刚被恺撒拥立为这个部落酋长的孔维克多列塔维斯也感同身受，按照之前的约定，爱杜依人应该保卫恺撒的补给线，孔维克多列塔维斯刚刚派出1万人与一支庞大的辎重车队出发，名义上他们是为了加入恺撒一方，其实是为了与维钦及托列克斯合流。这队人马的首领是李坦维克古斯（Litavicus）。在途中，大概在今天的塞班尼斯（Serbannes）附近，他和手下通过屠杀随同车队的罗马人来宣示他们的背叛。在恺撒身边担任侍从的爱杜依贵族厄朴理陶列克斯（Eporedorix）向恺撒透露了这一阴谋。

事态危如累卵，恺撒腹背受敌，危险在于他赖以生存的粮饷。恺撒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将费边留在及尔哥维亚城下负责指挥围攻之后，他率领4个军团轻装出发，在全部骑兵的陪同下迅速迎击爱杜依军队，后者正在前往与维钦及托列克斯会师途中的朗当（Randan）。恺撒包围了敌军，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恺撒说服士兵们相信他们的头领是背信弃义之徒，真正的意图东窗事发后，头领们都逃到了及尔哥维亚。在恺撒麾下效力的厄朴理陶列克斯和维理度马勒斯（Viridomarus）为恺撒帮腔，他们的解释和阴谋者的逃亡使爱杜依军队恢复了平静。

尽管如此，恺撒还是无法前往仍留在家乡的爱杜依不满分子处。这些人被煽动起来屠杀了留在他们身边的罗马人，还煽动其他爱杜依人拿起武器作乱。整个民族都处于动荡之中。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听说恺撒没有因为背叛而伤害爱杜依军队时，希望重拾对恺撒的忠诚，而其他人则大胆发动暴乱。在毕布拉克德，孔维克多列塔维斯大肆屠杀罗马侨民，掠夺所有罗马人的财产。这一切都迫使恺撒必须回去平息这场威胁到他的后方老巢的暴乱。维钦及托列克斯利用计谋击中了恺撒最脆弱的痛处。

许多爱杜依人口是心非、叛服无常；当他们陷入困境时就表示忏悔，谦卑地渴求宽恕。有些人确实误入歧途。鉴于难以甄别忠诚和背信者，恺撒必须采取费边的方针。恺撒的军事和政治资源已经被消耗到了极致。尽管他已经重新控制了爱杜依军队，爱杜依政府依然有能力制造严重破坏。

恺撒离开前线，回去镇压爱杜依军队头领们的叛乱期间，维钦及托列克斯袭击了罗马营盘，由于敌军声势浩大，2个留下的军团只得艰苦地躲在营垒内固守。维钦及托列克斯发动强攻，不断用生力军替换疲惫的部队。罗马军队守备坚固，在工程器械的支持下，付出巨大人员损失后才勉强抵挡住敌人，守住了营盘。费边向恺撒派出使者告急，后者迅速返回前线，对爱杜依领土上的叛乱置之不理，尽管叛乱十分凶险，却也只能留待将来处理了。

恺撒的人马以旺盛的斗志发动长途强行军。从及尔哥维亚城下的营盘到恺撒遭遇爱杜依军队的朗当相距37千米。“大约在半夜”，他获悉了叛乱阴谋。他离开营盘的时间大概是凌晨4时，中午就到了朗当，期间花了六七个小时进行谈判和后续行动，然后“在夜里给军队休息了3个刻时”，即下午7—10时（夜间刻时始于下午6时），之后从朗当回到前线营盘又花了6个小时，总共用去24个小时，在此期间，他的纵队共走了75千米。他迅速回营，让营盘免遭浩劫。那2个留守军团已经筋疲力尽了。

几天后，出现了一个进攻敌人的好机会。恺撒让我们明白，他已经决定放弃对及尔哥维亚的企图，部分因为该城易守难攻，更重要的原因是爱杜依乱局。他想做出某些姿态，好体面撤退，从而不给维钦及托列克斯指控军团怯懦胆小的借口。他没有真正围攻及尔哥维亚，只是在观察该城。除了骚扰敌人之外，恺撒根本没有封锁过对手。维钦及托列克斯随时可以撤走。

《高卢战记》的这一部分叙述相当隐晦。或许，恺撒真以为他很快就可以重返爱杜依人的地盘，他进攻及尔哥维亚据点，满心期待能迅速占领它，却被击退，损失惨重。除了《高卢战记》我们没有别的史料，在其他作家的著述中，偶尔会看到关于地形的记载，我们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础。但是，《高卢战记》的字里行间加上其他知识的对照（比如要想了解汉尼拔，就必须阅读李维的著作），还有对地形的清楚认识，恺撒信心十足地发动突击，遭受巨大损失而撤退的事实是清晰无误的。

恺撒目光犀利，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如果天生就视力良好的话，视力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被训练到令人惊叹的精准程度。从小营所在的罗歇山岩远望，他发现该城的主要高地已经没人守卫，前些日子这还到处拥满人，几乎把它遮得无法观察清楚。“每天都有大批逃亡前来”的逃兵们告诉他，一个毗邻山冈——里索山——山顶是平坦的，它与城市之间有一道隐蔽在树林中的狭窄通道（此处
 图上位置2）；维钦及托列克斯察觉到了那个地方的危险。我们还记得，及尔哥维亚高地以北的地方，无论如何都不是恺撒的目标；但是，他已经占领了罗歇山岩，而且可能夺取了里索山，从而掌控了一条更近、对高卢人而言更危险的通往及尔哥维亚高地的通道。城市的城门（此处
 图上位置3）、城西高地通向城门的道路（此处
 图上位置1）已经被挖掘出来，表明了恺撒时代的地势布局，除了一些天然形成的砾石，当时与今日差别不大。如果恺撒掌控了里索高地，他就可以更进一步切断敌人的水源和草料，这是高卢人不愿面对的事实。接下来恺撒要应对的是他不知道的高卢人的数量问题。维钦及托列克斯已经预见到危险，派出所有部队来保卫这座侧翼高地。有些作者认为罗尼翁山和吉鲁山是维钦及托列克斯关注的对象，但是恺撒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都不会伤害及尔哥维亚人——既超出了战场范围，也不与及尔哥维亚高地相连。此外，相关事实表明，及尔哥维亚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内赶回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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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营到及尔哥维亚的地形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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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歇山岩方向看来的及尔哥维亚




根据这一信息，恺撒认为这是一个发动全面进攻的良好开端。他在夜间派出几个骑兵中队（turmae），兜着圈子向高地进发作为疑兵之计，他们故意在高地的西、南（此处
 图上位置6）两侧制造噪音，虚张声势。此外，为了增加他们的人数，他让许多赶骡人戴上头盔，派他们在白天执行同样的任务，指示他们在树林边缘四处游荡以吸引高卢人的注意力，让他们相信罗马人即将从那里发动进攻。他还派了1个军团作为后援，命令他们在吉鲁山下布阵，假装躲藏在山谷和树林中，做出要发动奇袭的假象。从城里看来，这场佯动造成了恺撒所预期的后果，敌人将城南前线的几乎全部兵力都撤了回来，向那个位置（此处
 图上位置1）进军，他们认为那里颇具威胁。他们很清楚，维钦及托列克斯从这个方向制造麻烦是正确的。他们开始加强西面的防御，大概就是那块狭长的地段，因为这里的工事不足以坚守。恺撒的精彩佯动成功得手了。及尔哥维亚是最早的地形被彻底勘察的地方之一，因而令我们对这次机动有了深入了解。除了没有使用火炮，整个行动在筹备和执行方面都与现代攻势十分相似。

就这样，在这次佯动的掩护下，恺撒完成了许多工作，他秘密把大部分兵力从大营调进小营。正如波利艾努斯说的那样，这些人在壁垒后面蹲着行进，以免让外人看见，而那些原本会暴露他们行踪的旗帜、羽毛和盾牌被遮盖起来，以免对方发现他们的机动。随后，恺撒向副将们下达指示：这个地方不能强攻，只能突袭。恺撒将部队牢牢掌控在手里，没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无论他们出于战斗热情还是劫掠目的，都得避免他们在混乱中被引到侧翼；从恺撒的叙述看，其中存在着若干危险。爱杜依人从大营出发，从右翼沿着另一条路线进攻另一个地方——可能是城市的东南角（此处
 图上位置4）。

从城墙到山脚的直线距离有360米。地表的崎岖使通道曲折蜿蜒，至少增加了一半行程。上山的道路肯定是经由今天梅多涅（Merdogne）所在的峡谷。在攀爬的中途，有一道上文已经提到的1.8米高的石墙，墙下没有防御工事和营寨，但石墙上面是蛮族的营盘，密密麻麻攒集在一起。

进攻信号发出了。军团将士们从小营营门冲杀出来，沿着山丘（此处
 图上位置9、10）向上攀登了一小段路，冲向敌军的壁垒，立即占据了敌人的营寨。突袭达成了。尼几阿布罗及斯人（Nitiobriges）的国王都托马得斯（Teutomatus）几乎被俘，当时他正在午睡，得知罗马人发动突袭后半裸着逃出帐篷。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收获，恺撒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停下了进攻的步伐，制止了与他一同行动的第10军团继续扩大战果。这是他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人费解的情况之一。他在《高卢战记》中说，这就是他打算获取的全部，“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恺撒下令吹起退军的号子”。但这明显是事后编造的借口，很有可能是从他的位置上看去，当部队蜂拥在石墙上时，他在下方会意识到任务的不确定性，从而决定撤退。他打算守住眼下的阵地，建起盾车和土山。这并非不可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如果当时他在原地坚持下去，那么以一次决定性进攻夺取城市的行动很可能会成功。随后，他写道“成功取决于突然性”，他已经成功达成了对敌人的突袭。

撤军号声响起之后，他努力收住其他军团的进攻势头；尽管百人队长和军团指挥官们尽了最大努力，军团将士们还是满怀胜利的喜悦和掠夺的希望，对于撤军号声，他们要么听不见要么听而不闻。在战场上，恺撒与军团之间就听取撤军号的问题出现了麻烦，军团在塔普苏斯（Thapsus）摆脱了恺撒的掌控，也许他们在这里就已经这样了。他们继续挺进到城墙脚下，在那里由于缺乏攀登城墙的手段而停下了脚步，官兵们手中没有攻城器械，这是一个诡异的失误，如果恺撒打算发动突袭和进攻，就该准备这些器械。城墙几乎无人值守，罗马人看到妇女们将身体探出城墙，恳求罗马人的怜悯，希望不要像在阿凡历古姆发生的那样沦为奴隶或惨遭屠杀。有些罗马人爬到了城墙上。第8军团的百人队长路求·费边（L. Fabius）被他的士兵们抬上墙头，其他人跟进登城。如果军团官兵们装备了云梯，似乎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攻击就能取得成功。尽管如此，一些罗马人成功登上城头，这表明在守军不在场的情况下，攻破城墙是可行的。

这时，高卢人听说了罗马人的进攻，他们以骑兵为先导，冲回来包围这座城市。没过多久，城墙下的地面上就布满守军和妇女了，这些刚才还恳求罗马人怜悯的女人，按照她们的传统披散开头发，高举她们的婴儿，恳求丈夫保卫她们。及尔哥维亚人的迅速返回，证明他们不可能去往罗尼翁山和吉鲁山那么远的地方。现在，双方众寡悬殊地战斗，以至于恺撒被迫派人回营，命令提多·塞克斯提乌斯（T. Sextius）指挥的留守营盘的几个大队出发，占领山脚下的阵地，以此威胁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右翼（此处
 图上位置8），并且保护自己的退路，如果高卢人前来包抄自己的退路，他们就可以打击高卢人的侧翼。恺撒本人则率领第10军团稍稍挺进，去支援其他已经超过第10军团的那些军团，恺撒等待战斗的结局，牢牢掌控着部下。其他军团将士还在奋勇冲杀，但是形势不利且寡不敌众，而高卢人则从他们的侧翼出击。提多·塞克斯提乌斯和其他登上城头的人被砍死，尸体被扔了下来；第8军团的百人队长马可·彼得隆纽斯（M. Petronius）在试图冲击城门、救他的手下时阵亡。

就在此时，爱杜依人在罗马人的右翼出现，正如恺撒的高卢盟友们用以区别其他蛮族的习惯那样，他们袒露右肩，军官将士们以为这帮人是敌人的生力军，袒露右肩是一种伪装的诡计。他们略为混乱地开始撤退。战斗中阵亡了700人和46名百人队长，但在战斗的每个阶段，罗马人都展现了自己的英勇。军官的巨大损失表明，这些人绝不缺乏献身精神。

第10军团数次改变阵位来适应局面的变化，通过威胁维钦及托列克斯的侧翼，很好地掩护了撤军；来自营盘的几个大队也居功甚伟，在高地上采取了行动，通过威胁维钦及托列克斯的行军而向其施压。一抵达平地，所有军团就立刻转身迎敌。维钦及托列克斯本来打算打垮罗马人并发动追杀，现在对罗马人大胆摆开堂堂之阵大吃一惊，他决定不冒险进攻，率领军队退回了城里。

回到营盘之后，恺撒借此机会“责怪兵士们的鲁莽和轻率任性”，因为他们没有服从长官的命令，同时也赞扬他们的英勇，并说明他们几乎要遭到的致命失败。恺撒说，与在阿凡历古姆一样，他不想让部下冒着生命危险发动得不偿失的进攻；恺撒还让他们记住：他——他们的将军，才是判断该做什么的最佳人选；他要求士兵们忍耐、自制，不亚于勇往直前和热情奔放。与此同时，他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一次倒霉而灰心丧气，“不要把这次因为地势不利而造成的损失归之于敌人的勇敢。”

正如恺撒所说的，他在战胜敌人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还不足以让他有理由光荣撤退，他觉得自己必须做得更多。次日，恺撒率领军队进入平原，向维钦及托列克斯提议会战，高卢君长拒绝会战，双方的战斗仅限于骑兵的零星战斗，罗马人在这些战斗中证明了谁是胜利者。第二天，恺撒又做了相同的事情，为放弃围城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由于维钦及托列克斯拒不接受他的提议，也不下到平原上，恺撒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敌人的面撤军，而维钦及托列克斯没有追击。

有人会情不自禁地将这次对及尔哥维亚的进攻与亚历山大的一些战例做对比，例如亚历山大对科瑞尼斯山岩（Rock of Chorienes）、阿尔诺斯（Aornus）或者马利（Malli）的攻击。至于不知疲倦的汉尼拔，他的弱点就是不擅长围城战，不止一个战例，例如在萨贡托（Saguntum）之战中，明确表明了汉尼拔缺乏恺撒在这里展现的勇气。我们只能从敌人一方的记载来判断评判汉尼拔，而对于恺撒，我们则是根据他自己的陈述。

这也不是唯一类似的战例。我们要看看恺撒是怎样在塔普苏斯停下来的，直到部下靠自己解决了问题。在蒙达（Munda），恺撒在与格涅乌斯·庞培之间的小河岸边停下脚步。鉴于恺撒拥有强悍的战略魄力和无可争议的个人气概，他在战术主动性方面往往缺乏巨大的活力，这是在其他诸位伟大统帅之中，我们由衷钦佩的特点。

有些作家暗示，关于及尔哥维亚事件恺撒给出的描述并不准确，而应当以对现代将军的报告做出公正解读的方式，认定这是一场真正的惨败。塞维鲁斯·莫鲁斯·霍诺拉图斯（Servirus Maurus Honoratus）认为，恺撒在混乱中险些被俘，只因幸运才侥幸脱险。实际上普鲁塔克说，阿浮尔尼人手中拥有一把从恺撒本人手中夺过来的剑，它要么是在此役，要么是在阿来西亚围城战中被夺取的。然而，这些说法可能是杜撰的，恺撒显然是被迫放弃攻城，因为他发动的进攻未获成功。爱杜依问题变得相当迫切，无疑他是明智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从及尔哥维亚退兵。这是他在高卢战争中唯一没有占领的地方，对于此次失败他给予了充分的宽容。

恺撒向东移动，他在这场攻势后的第三天，抵达厄拉味尔河河畔，大约在维希（Vichy）修复了河上的桥梁，他在去往从前的“亲族”的地盘的路上，退到了河右岸。

现在，恺撒特意提起了爱杜依人的问题，尽管他采用了尊敬和保护他们的方式，但许多爱杜依头领们的叛逆行径十分显而易见。在维理度马勒斯和厄朴理陶列克斯的指挥下，爱杜依军队可能对后来的失败深恶痛绝，离开战场返回了家园，“李坦维克古斯已经带着全部骑兵去煽动爱杜依人”。恺撒没有采取行动来挽留他们，只是向他们说明自己是如何发现爱杜依人任由邻居摆布，后来又将他们放置在高卢最崇高的地位上去，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出抉择。

在里杰尔河畔的爱杜依城镇诺维奥洞纳姆
[2]

 ，恺撒已经收集了大量辎重、粮食、马匹，并将所有人质都安置在此地。当爱杜依军队来到此地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头领们已经前往维钦及托列克斯那里媾和，抛弃了与罗马人的联盟。此举更进一步证实了恺撒在及尔哥维亚惨败的想法。由于不愿意放弃重获独立的有利时机，厄朴理陶列克斯和维理度马勒斯占领了诺维奥洞纳姆，屠杀了城中的罗马驻军和所有商人，瓜分了战利品，将人质送到毕布拉克德，赶走了恺撒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运来的备用马匹，将此城和他们带不走的粮食全部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在里杰尔河的各个渡口部署守军，以防罗马人渡河。他们希望用断粮的手段迫使恺撒退往奈波高卢。此后，他们还会这样迫使正在卢德几亚的拉频弩斯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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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尔哥维亚到阿及定古姆




在从厄拉味尔河前往里杰尔河的途中，恺撒知悉了这些事情，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敌人因其新败而幸灾乐祸；而他自己被起义的高卢军队团团围住，获胜的阿浮尔尼人在他身后，爱杜依人在前面把守着里杰尔河，别都里及斯人在他的左侧虎视眈眈。但是，他也知道让自己被敌人驱逐回普罗旺斯行省是一件既可耻又危险的事情，那样会使拉频弩斯陷入孤立。他无论如何都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与拉频弩斯会师，在叛乱者的地盘上惩罚他们。

这是恺撒最鹤立鸡群的一面，没有人能在这种困局中比这位统帅更加出色，形势越是严峻，这位伟人就越大胆。有时候恺撒似乎缺乏某种进取精神，这一点不如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不过一旦危险迫在眉睫，没有哪位将军能证明自己比恺撒更活力四射，更才华横溢。

恺撒迅速抵达里杰尔河畔。在今天的波旁-朗西（Bourbon-Lancy）一直有个渡口，尽管它不在恺撒的径直行军路线上，也不是他想要的，却是他唯一能保证控制的渡口。他赶走敌人渡过了河，渡口的河水深及士兵们的腋窝，恺撒将骑兵布置在渡口上游的河里，以此缓解水流的冲击力。在河对岸，他找到了即将收割的粮食和畜群，粮食和牛肉令他的部队恢复了活力。随后他向森农内斯人的地盘进军，与拉频弩斯会师，此时还是年初。




[1]
 译注：守望山战役和包括皮克特冲锋的葛底斯堡战役都是美国内战中的著名战役。



[2]
 译注：今法国讷韦尔（Nevers）。








第十八章


拉频弩斯的战役（公元前52年春季）

在恺撒进行及尔哥维亚战役期间，拉频弩斯带着四个罗马军团前往巴里西人的卢德几亚，将来自意大利的新兵与他的辎重和粮秣留在阿及定古姆。他沿着伊卡那河（Icauna）
[1]

 和塞广纳河的左岸下行。拉频弩斯一到，邻近各族的大批军队就组团抗拒他。卢德几亚城位于塞广纳河上今天的西堤岛上。高卢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被授予了一位名叫康慕洛勤纳斯（Camulogenus）的年迈、杰出的战士。这位军官察觉到拉频弩斯正沿着左岸行进，就在附近的一片沼泽旁边安营扎寨、部署人马。无疑，这就是埃松河（Esonne）注入塞广纳河的地方。它不可能像许多人宣称的那样，是构成巴黎一部分的玛莱区（Le Marais）
[2]

 。他的位置使罗马人无法前进。拉频弩斯试图用木柴和树枝在沼泽里铺一条路，就是所谓泥地上的木路，但他没能得手。

随后，拉频弩斯打算智取，试图采用侧翼机动来偷偷绕过康慕洛勤纳斯。到了夜间，拉频弩斯沿着原路退回，沿着已经远离的左岸前往梅鞠塞杜姆（Melodunum）
[3]

 ，此地也在塞广纳河的一个岛屿上。在这里，拉频弩斯利用抢到的船只穿过这条河左侧支流来到岛上占领了该城，修好了通往右岸的桥之后，他从河流的另一侧沿河而下奔向卢德几亚，并抢在康慕洛勤纳斯之前抵达。康慕洛勤纳斯还没有立即看破拉频弩斯的机动，但也没有耽搁太久，他很快就开始尾随罗马军队。他一到，就下令火烧卢德几亚，毁掉它的桥梁。两支军队驻扎在城市正对着的塞广纳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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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频弩斯的作战地区




现在，拉频弩斯听说了恺撒在及尔哥维亚的败绩，高卢人还对此添油加醋，说他的统帅已经因为饥饿而退回了普罗旺斯。附近的俾洛瓦契人听说爱杜依人的叛乱之后也集结兵力发动战争。拉频弩斯与这个敌对部落在同侧河岸上，双方之间只有一条伊萨拉河相隔，塞广纳河和巴里西人在另一侧。他与补给站阿及定古姆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截断，阿及定古姆位于塞广纳河彼岸，他行军过来的那条路一直通往河的左岸。他认为在这些不利条件下试图肃清巴里西人没什么用处，他最好向基地退兵，设法为恺撒完整保全他的军队。他势单力孤，不可能镇压这场叛乱。

为了摆脱棘手的局面，拉频弩斯必须渡河重回塞广纳河左岸。要想在河对岸虎视眈眈、力图阻截他行军的敌人面前完成渡河任务，他必须耍些花招。原路返回就等于邀请康慕洛勤纳斯在梅鞠塞杜姆阻止他渡河，而他的船只难以溯河而上走太远，缓慢的行军恐怕不会让他到达目的地。

拉频弩斯是一位优秀的军人和猛士。他认为大胆的进攻比用撤退长敌人的威风对自己更加有利，因为撤退会向敌人传递本方虚弱无能的信号。他将部下召集到一起，分派了任务。他把从梅鞠塞杜姆带来的船交到值得信赖的罗马骑士的手中，命令他们在夜间早些时候悄悄顺流而下约6千米，在那里等他。他留下5个战斗力最差的大队守卫营盘，同一军团的其他5个大队溯河而上，并派出若干船只跟随他们，指示他们大张旗鼓地前进，以误导敌人认定他正在向那个方向行进。他率领另外3个军团顺流而下与船只会合，在风暴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河。渡河地点可能是今天的波因特-杜-茹瓦尔（Point du Joir）。高卢哨兵因天气恶劣躲了起来，被罗马人轻易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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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德几亚战役




敌人不知道拉频弩斯在干什么，但知道他兵分三路，就推断拉频弩斯在化整为零地溜之大吉，还要玩丢卒保车的把戏，牺牲局部来挽救其余，于是敌人决定全歼罗马人的三路人马。高卢人兵分三路，一部顺流而下，一部溯水而上，一部监视罗马营盘。康慕洛勤纳斯率领顺流而下的那支人马。破晓时分，罗马人渡过河摆开了战线，向高卢人发动了漂亮的攻势，高卢人同样英勇地攻击罗马人。右翼的第7军团立即击溃了当面之敌，但是左翼的第12军团，尽管在蛮族首领的眼皮子底下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依然陷入僵持局面，直到第7军团向右席卷，包抄高卢人的侧翼和后方，同时骑兵向高卢人奋勇冲杀，才击破了敌军战线。高卢人在原地死战不退，直到被全部歼灭。留下监视罗马营盘的那部分高卢军队，听到战斗的喧嚣之声，就赶过来支援他们的首领，占据了一座山岗
[4]

 。但是他们抵挡不住罗马人的攻势。骑兵将所有未退入树林的高卢人砍翻在地，康慕洛勤纳斯阵亡，敌人的残兵败将溃不成军。收拢了自己的各路人马之后，拉频弩斯向存放辎重的阿及定古姆进军，由此地出发向恺撒靠拢。

这场战役证明拉频弩斯是一位能干的军官，他的机动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令人痛心的是，他军事生涯的后半部分充斥着对他的前统帅的忘恩负义。在恺撒之指挥下的拉频弩斯远比后来与恺撒为敌的他出色得多。

爱杜依人叛乱的爆发是及尔哥维亚败绩的直接后果，也造就了爆发战争的危险前景——这个长期处于罗马控制下的民族拥有更大影响力。为了恫吓周边部落加入反恺撒的战争，他们处决了恺撒交给他们看管的人质，为了威胁其他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加入他们的事业，爱杜依人要求他们也这么做。现在，他们更加坚定了摆脱罗马枷锁的决心。全体高卢人在毕布拉克德召开了一个大会，除了雷米人、林恭内斯人和德来维里人以外，其他部落都到会了。在这里，爱杜依人要求获得最高领导权，但代表们一致选举维钦及托列克斯，大失所望的爱杜依酋长们对他三心二意起来。

维钦及托列克斯从盟友中抽取了人质，下令全面征募骑兵用于充当卫兵，其总数达到1.5万人。他的步兵已经数量充足。除了雷米人及其附庸、苏威西翁内斯人、吕启人和林恭内斯人，所有高卢人都揭竿而起了。这是唯一一次整个国度都拿起了武器。维钦及托列克斯计划延续其骚扰罗马人、令对手无法获得粮秣的高明策略，并且建议盟友们就像之前所做的那样，再次纵火焚毁庄稼和房屋，从而阻挠恺撒的行动。他派遣厄朴理陶列克斯率领1万名步兵和800名骑兵去讨伐阿罗布洛及斯，派遣几个阿浮尔尼部落和伽巴里人（Gabali）前往位于普罗旺斯境内的海尔维第人的地盘实施蹂躏破坏；卢登尼人和卡杜尔契人被派去讨伐沃尔卡-阿雷科米契人，希望能影响普罗旺斯的某些部落。他试图通过奉承和承诺来拉拢阿罗布洛及斯人。

行省唯一对抗这支大军的部队是由副将路求·恺撒指挥的22个大队。海尔维第人在被敌军击败、许多头领阵亡后被迫躲进了高墙之内；不过，阿罗布洛及斯人凭借众多的哨所守住了他们的边界罗讷河一线。

获悉敌人的骑兵兵力已经增强到如此程度之后，恺撒被迫派人前往日耳曼尼亚，到臣服于自己的部落中招募骑兵中队，因为蛮族发动的特殊形态的战争，令这支部队成为一支随时可以依靠，有时不可或缺的部队。恺撒付出的努力取得了硕果，他从迄今为止被他征服的莱茵河彼岸的那些民族中招募了一支规模不大但极为精锐的骑兵部队，大约1000人，恺撒将他们与轻装步兵混编起来。由于他们的马匹羸弱，为了提高他们的效能，他让军团指挥官、骑士和留用老兵下马，将马匹交给这些日耳曼人。这是一项激进的措施，不过恺撒从不半途而废，这一次坚决贯彻了下去。

离开及尔哥维亚，在渡过里杰尔河之后的途中，恺撒显然是在向北行军，企图与拉频弩斯会师，后者击败康慕洛勤纳斯之后向他的统帅靠拢。在阿及定古姆南面不远的地方，统帅和部将会师了——敌人分割罗马军队的计划破产了。

现在，恺撒手握11个军团：第1、6、7、8、9、10、11、12、13、14和15军团。第1军团是庞培借给他的。公元前58年，恺撒拥有6个军团：第7、8、9、10、11、12军团。公元前57年，新组建了第13和14军团2个军团。公元前55到前54年冬季，恺撒又得到了5个新编大队。在阿杜亚都卡战役中，他失去了15个大队，即1.5个军团，但是在公元前53年，他组建了第1、14、15军团3个新军团。后来，第1、15军团借给了庞培，第15军团改组为第3军团。通常每个军团有4000—5000人。每当兵员下降时，它们会尽快补充新兵达到满额。当恺撒招募新兵时，新兵们通常不会被编为新军团，而会被分配到已有军团中去。因此，在高卢战争期间，这些军团共有5万多人。恺撒还有大约2万名高卢、克里特或努米底亚青壮部队，5000名骑兵，其中包括1000名日耳曼骑兵；所以共有7.5万人的兵力。这是一个估值，远远谈不上精确。后来在内战中，各军团消耗更大，平均兵力不超过3000人。

与拉频弩斯会师之后，恺撒认为最重要的是尽快赶回基地。他不能直接南下前往普罗旺斯行省，因为造反的爱杜依人横亘在他与行省之间。他穿过林恭内斯人的土地东进，计划取道塞广尼人的领土前往普罗旺斯。他在维松几阿有个不错的仓库和中间基地，他要取得它。他选取的是当年他去迎战阿里奥维司都斯和从维埃纳前往阿及定古姆时走过的同一条路。他打算沿着万雅讷河（Vingeanne）河谷进军，继而渡过阿拉河前往维松几阿。这就是《高卢战记》所说的，他“向塞广尼进军时，为了支援行省比较方便些，特地从林恭内斯人领土的边缘穿过”。

恺撒收复普罗旺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这片几乎已经完全属于罗马的领土，他预计高卢起义会是全局性的，他宁愿置身于一个确信是安全的退路上，而且普罗旺斯是他肯定能够获得给养的唯一地方，换句话说，他是为了重新启动对高卢的征服。

与此同时，维钦及托列克斯将恺撒赶出及尔哥维亚之后，将他共计约8万人的兵力集中在毕布拉克德附近，在他预计罗马人会途经的道路上安营扎寨。他这样部署军队是为了阻止恺撒取道塞广尼人的地盘。他在一个三岔路口扎下3处营盘，每个营盘都控制着恺撒一条可能选取的前往阿拉河和维松几阿的路线。恺撒在距敌人15千米之外处行军却浑然不觉。

维钦及托列克斯位于今天萨克奈（Sacquenay）高地上的阵地十分坚固。高地伸出了三处犄角，可以这样说，每处犄角都驻扎着三分之一的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军队。他军队的右翼抵在万雅讷河畔，正面是巴丹涧（Badin 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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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阿及定古姆到阿来西亚




这个地区的墓穴可以证明这里就是战场，墓穴中骸骨的装饰品，以及偶尔被农民挖掘出来的马蹄铁，足以证明它们属于高卢人。这也与《高卢战记》中给出的与阿来西亚的距离相符。

维钦及托列克斯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他向酋长们宣布：现在正是永远肃清罗马暴政的时刻，敌人此时正在逃往普罗旺斯。如果恺撒到了普罗旺斯，一定会率领更强大的兵力卷土重来；如果利用罗马军队行军的机会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罗马人将有去无回。他特地激励他的骑兵，这些骑兵以庄严的誓言约束自己，任何一个人如果未能两次策马穿过罗马军队的战线，就剥夺其全部民事权利。

当维钦及托列克斯在萨克奈高地安营扎寨的时候，恺撒继续沿着万雅讷河行军，在隆若（Longeau）附近扎营。次日，维钦及托列克斯将其步兵推进到巴丹涧，派他的骑兵进攻应该进入巴丹涧北岸平原的恺撒所部。高卢骑兵一分为三，其中两支进攻罗马人的两翼，一支迎头截击恺撒的纵队。当恺撒抵达平原时，他看到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中路骑兵正对着自己的纵队正面。不久后，其他两路骑兵出现在左、右两侧——他遭到了突袭。

这场突袭完全出乎恺撒的意料，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全副武装地前进。恺撒命令自己的骑兵也兵分三路，迎战敌人。他停下了前进的步伐，集中辎重将全军展开为战斗队形，大概是分为三条军团战线，这是一种方形战阵，因为“辎重也被拉回到军团中间”，每当骑兵受到沉重压力而步履维艰时，恺撒就派步兵挺进给予支援，通过在那个方向虚张声势维持了战线的斗志。整场战役只是骑兵的交锋；恺撒的骑兵得到了近在咫尺的步兵的支援，维钦及托列克斯的步兵却完全没有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之后，恺撒右翼的日耳曼骑兵抢占了蒙索贡山（Montsaugeon）将高卢骑兵赶下了山，继而追杀他们直到巴丹涧的步兵阵前，中路高卢骑兵的失败严重挫伤了其他两路骑兵的士气，两翼的高卢骑兵迅速转身掉头逃出战场。敌方骑兵的溃逃令恺撒的骑兵无所顾忌，俘杀了更多敌人，其中包括厄朴理陶列克斯和另外两位著名的爱杜依首领，还有指挥骑兵的科德斯和指挥步兵的卡伐里勒斯（Cavarillus）。

这场败仗沉重打击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威望，他决定率领步兵携带营中的辎重退往阿来西亚
[5]

 。恺撒尾随其后，将辎重安置在附近的一座山丘上再去追赶撤退的高卢人，令敌人的后卫部队损失了3000人。维钦及托列克斯十分明智，没有返回位于萨克奈山顶的营盘。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恺撒可能会将他和阿来西亚分隔开来。维钦及托列克斯冒着失去辎重的风险去确保阿来西亚，他立即派遣左路人马前往该城。维钦及托列克斯的辎重沿着一条通往南方的平行道路迅速去往那里，而恺撒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没有试图夺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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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雅讷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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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剑




维钦及托列克斯放弃他的积小胜为大胜策略是不明智的。我们不知道，在那些并不欣赏他的费边式策略的人士的坚决反对下，他是怎样被迫改弦易辙的。只要他与恺撒正面对决，他就完全不是恺撒军队的对手。如果一台战争机器不能打仗，那么它将一事无成，而同时它还必须运行下去。不过，维钦及托列克斯应该知道，他不能在开阔战场上，尤其是与在恺撒亲自指挥下的训练有素的军团打一场堂堂之战，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在其直接指挥下远比他自己的骑兵强得多。

在这次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恺撒明显表现出了他的伟大品质。与拉频弩斯的人马会师之后，他的唯一目标是返回已经被切断了联系的普罗旺斯行省，将威胁普罗旺斯行省的不怀好意的敌军驱离边界，然后重新征服高卢。他没想到会有敌军拦住他的去路。维钦及托列克斯不应该在一个不利的时刻发动进攻。当恺撒遭遇维钦及托列克斯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打一场防御战的想法。他立即发动了猛攻，漂亮地指挥他的骑兵，通过精彩的机动取得了一场心理效果远比其规模重要得多的胜利。这场战役本身只是一场骑兵战斗，几乎没有达到庄重得可以称为会战的程度。

当维钦及托列克斯撤往阿来西亚的时候，通向普罗旺斯行省的道路完全向恺撒开放了。他不再需要从敌人的防线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前往他的老巢了。现在，他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维钦及托列克斯会召回威胁行省的远方部队，或者那些足以自保的小部队。恺撒决定不再向他的老巢进军，而是直接指向敌军。他不再担心他的交通线，他要立即转入猛烈的进攻。




[1]
 译注：今天叫约讷河（Yonne）。



[2]
 译注：本意就是沼泽。



[3]
 译注：今法国默伦（Melun）。



[4]
 译注：可能是沃吉霍尔（Vaugiraud）。



[5]
 译注：欧索瓦山（Mont Auxois）。








第十九章


阿来西亚之围（公元前52年春季和夏季）

万雅讷河战役的次日，恺撒就抵达阿来西亚城下，决心长围久困。这场围攻是古代战争史上最有名的一场，恺撒的军事天才在其中展现无遗。这座要塞坐落在一个孤立的山冈（欧索瓦山）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一个高耸的椭圆形高台上，高台东西长1870米、南北宽750米，比周围的山谷高150米，脚下是塞广纳河与其两条小支流的交汇处，两条支流分别是卢托萨河（Lutosa）
[1]

 和奥塞拉河（Osera）
[2]

 ，各自从台地的北、南两侧流过。在阿来西亚的西侧有一片南、北长度超过4500米的平原，今天叫莱洛姆平原（Plaine des Laumes），被奥赛兰河和一条小溪一分为二。城镇的其他三个方向，北、东、南方从山冈边缘向外推约1500米左右，有一排与欧索瓦山高度相等的山冈，由平缓倾斜的山谷割开。台地上有泉眼和许多水井。阿来西亚山脚下的溪流可以通过小径抵达。上山并不困难，但是山顶有一堵间断的石墙，但总体上山冈还是陡峭的，几乎坚不可破。

大多数作家习惯于高估攻取阿来西亚的困难程度。它是一个袖珍版的及尔哥维亚。今天的山坡毫无疑问比恺撒时代平缓许多，这是60代农民的连续劳作取得的成果，但地面本身的变化相对较小，针对恺撒防线的挖掘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从古代战争的角度看来，阿来西亚的地势坚固异常，但也绝非坚不可摧。这个地方可以很容易沿着东南侧高地开始的狭长地面攻取，它是一个天然的围城土山。恺撒的真正困难在于他知道在他能用常规手段攻取阿来西亚之前，所有高卢人都会齐心协力派来解围援兵，发动反包围。

[image: ]
◎ 阿来西亚




罗马军队从布希山（Mt. Bussy）以南的东面逼近。高卢人在城东的城墙下结营，用一条1.8米高的石墙和一道壕沟作为防御工事。此处是他们的防御弱点，因此在这里预计要打一仗。他们将壁垒向山下延伸到溪流两端，这堵墙很容易被敌人从背后夺取，所以在壁垒顶端修筑了双头分叉。对此地实施了侦察之后，恺撒认为，因为守军人数众多，尤其是鉴于他最近在及尔哥维亚的战败，所以用一场猛烈攻势夺取它并不明智；他相信彻底的封锁会饿死守军。毫无疑问，他很欣赏从东南部沿着那条狭长地面推进的有利条件，但是，决心采取围困而非强攻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决定，转而选择从西侧进抵平原。显然，他打算将维钦及托列克斯团团围住，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恺撒手握11个军团，将近5万人，5000名高卢、日耳曼骑兵，也许还有1万名高卢和其他民族的辅助步兵。据说维钦及托列克斯拥有8万人马。许多批评家怀疑这个数字，因为台地面积狭小，没有足够空间容纳这么庞大的部队。根据各种记载，恺撒是用6万到7万人围困8万人。在任何时代，围攻者的人数少于守军的两倍都会被认为太少，无法指望其取得成功。但是人数问题并没有增加或减少恺撒在这场著名围城战中体现的能力、勇气及其产生的深远成果。也许，恺撒已经下定决心在这里抓住最后的机会。再一场失败将意味着鼓励高卢人看低他的整个战役。他绝不能容忍再来一场及尔哥维亚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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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西亚，西北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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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西亚，南方视角




恺撒的第一步是占领阿来西亚北、东、南侧的山冈，继而驻扎适量的部队，并确定封锁线的走向。骑兵驻扎在水源附近，步兵驻屯在山顶。随后，沿着山坡步步为营地开始兴修1650米长的工事。营盘由位于坡底附近的23座方形、高耸的碉堡加强，白天在里面安置了哨兵，以防突然的突围，晚上则驻扎监视哨岗和坚强的警卫。与往常一样，首先修建堡垒，然后用一线土木工事将它们连接起来。

可能有4个步兵营：2个（此处
 图上位置A、B）位于阿来西亚南面的山顶上，一个在东北面（此处
 图上位置C），一个在西北面（225图上位置D）。地形指明了营寨的形状，工事监控着它们前方的土地，天然脆弱的一面经由建筑强化。营地A的南面有三条工事线，它可能是恺撒的司令部。营地B更加庞大。营寨的堡垒统统面向阿来西亚方向。已经得到挖掘的D壕沟被发现装满了遗物、骨骼和头盔、护颈和戒指。4个已经发现的骑兵营地中，3个坐落在大平原上，1个在阿来西亚北侧。它们的壕沟比步兵营地浅一些。在23座堡垒中，有5座被挖掘出来。毫无疑问，它们是最坚固的。其他的大概只是砖石房屋，现已消失无踪了。另外18座堡垒的位置，可以根据地形判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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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西亚，东南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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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西亚，东北方视角




当维钦及托列克斯向罗马封锁线发起一场骑兵行动时，建筑工作才刚刚动工。维钦及托列克斯一直向西面的开阔平原挺进。战斗十分激烈胶着。起初，罗马骑兵未能获胜，但是罗马步兵被命令在营前列阵，以阻遏城中当面守军发动的正面突围。在军团坚守的鼓舞下，日耳曼骑兵在随后的战斗中学会了依靠军团做坚实后盾，他们精神抖擞，以加倍的勇气发起冲锋，迫使敌人的骑兵抱头鼠窜，并追击到他们的工事门前才罢休。

恺撒在恰当的时机命令步兵前进，这一行动加剧了敌军的溃散。高卢人奋力退回城里，但维钦及托列克斯下令紧闭城门，城外的营寨就这样无人值守了。许多高卢人尝试爬过壕沟、攀上城墙但都失败了。罗马骑兵在对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后撤退了。我们注意到，高卢战争中有许多场交锋仅仅是骑兵战斗，这支武装力量在恺撒麾下居功至伟，然而他们的使用方式从来不像亚历山大手下的“伙友骑兵”（Companions）或汉尼拔手下的努米底亚骑兵的那样。

现在，维钦及托列克斯发现一场围城战势在必行。不过，他还没有足够勇气在为时过晚之前杀出重围。他也害怕在开阔战场上遭遇罗马军团，但他非常希望这场围攻也像及尔哥维亚一样失败，并决心听天由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阿来西亚的城防更加坚固。在罗马封锁线竣工前的一天夜里的第二更时，他派遣1.5万名骑兵出击，此举不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无法为战马提供草料，更在于他希望骑兵们能突出重围，走访高卢各部并寻求援兵。这些骑兵中队沿着两条河谷突围而出。维钦及托列克斯让骑兵们向外带话说，他的6.5万名步兵只有可供30天食用的牛肉和粮食，如果管控得当会使肉粮多维持些日子，如果援军迟迟不到，那么阿来西亚和整个反罗马事业都将毁于一旦。随后，他把全部兵力都撤到台地上，亲自动手分配补给品。他将牛肉分配下去，但将粮食掌握在手中定期发放。6.5万名守军能否真的挤进这个小地方依然存疑，某些地方的古城墙已经被发现了。

挤作一团筑营是可以做到的，蛮族也习惯于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共同放牧。现在，维钦及托列克斯被团团围在一个城镇里面，该城的坚固城墙建筑在一个岩石悬崖的边缘，悬崖从山谷中隆起，可能高出地上斜坡12—18米。这大体上是周围台地的普遍特征。山坡和台地边缘的一部分林木葱郁、灌木丛生。除了东面的狭窄地峡，没有任何地段能够让罗马人破城，只有饥饿才能迫使高卢人就范。台地上拥有水源，但他的人马过多，只能指望援军来解救他。

尽管困难重重，恺撒仍以最具男子汉气概的方式开展围城工作。有些地方的泥土中巉岩嶙峋，相比今天这片土地要崎岖得多，并不适合构筑工事。由于维钦及托列克斯只能从平原或城北的一条峡谷逃脱，所以恺撒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地方的防御上。这片地面的其他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防御系统，不需要更多防御工事。当人们在动工时，因为守军人数众多且凶悍好斗，他们必须不断得到外围的轻步兵的掩护，以防守军的突围行动。

恺撒的准备工作气势恢宏。他在城镇西侧挖掘了一条壕沟来掩护其他工程的修建，沟深6米、宽6米，沟的两侧与底面垂直。这条壕沟位于主封锁线前方120米处，城镇西端的山坡脚下，从一条小溪延伸到另一条。它既能够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又能在标枪射程之外留下一条常备防线。从壕沟中挖掘出的泥土被堆在壕沟的后面。

工事主线前方还挖掘了两道壕沟，第一道壕沟地势较低，宽、深各4.5米，恺撒在这里挖掘它是为了便于将引自奥塞拉河的河水灌注其中，现在它只有2.4或2.7米深。在它的后面又挖掘了一条与地面相平、尺寸一样的干壕。这些壕沟在奥塞拉河以南750米处，一直延伸到山冈的南坡上。从那里开始，只有一重壕沟。壕沟后方是一座3.6米高的防堤（agger）和壁垒（vallum）。壁垒顶端有一道胸墙（lorica）和雉堞（pinna），向外、下方斜列着“像鹿角似的”削尖的木桩，以防敌军攀爬，每隔24米用一座塔楼予以加强。这样得到掩护的前线超过2200米长，当我们考虑到封锁线的长度时，这的确是一座宏伟、完备的工程。恺撒的军团将士们就像舞剑弄枪一样纯熟地抡锹挥铲。

同时进行的这些土木建设和筹粮行动令官兵们任务艰巨；把守这么漫长的封锁线需要的兵力超过了恺撒手头拥有的实际兵力。平均每米防线只有3人，如果这些人在三条封锁线上执勤，则平均每米只有1人，而且没有可供调遣的预备队。在施工过程中，敌人多次发动进攻和示威，大大增加了罗马人所承受的压力。因此，恺撒认为防御还不够坚固。他想让防线坚固到只需要少量部队就能守住的程度，这样他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主力调往亟须的地方。这个构想的落实需要筑城技术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防线的完善。他设计了多种障碍物来防御敌军的突围，为此又修建了一条三重鹿砦。他下令挖掘了五排倾斜的壕沟，深达1.5米，底部插上尖锐的木桩，形如鹿角，人们称之为“阴阳界”（cippi）
[3]

 。这五排阴阳界紧密连接在一起，互相衔接，又互相穿插。八排0.9米深的圆锥形陷坑（scrobes）以0.9米的间距呈棋盘形排列。每个坑底都有一根尖端被火烧硬，人腿般粗细的尖桩，陷坑表面铺上了柳条和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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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事横截面






[image: ]
◎ 工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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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和踢马刺




这些内有尖桩的陷坑被称为“百合花”（Lilia），如今已经发现了许多这种坑。在这些陷坑前面是密密层层的木桩，顶端安装着铁钩被称为踢马刺（stimuli），模样有点像大号鱼钩。罗马人给这些设施起了新名字，大致说明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它们。

在这条宏大的封锁线外侧和大约180米的后方，恺撒又划出了另一条类似的对峙线用来抵御即将到来的高卢援军，后一项工程长达21千米。如图所示，防御工事止于山冈悬崖的两侧，然后又从高台延伸出去。这条封锁线根据地形而建。一些权威人士试图对这些封锁线的长度准确性提出质疑，但是《高卢战记》中出具的数字16.5千米和21千米已经完全被现代考古发掘证实了。研究工作硕果累累。恺撒的防御工事遍及整个长度范围，许多地段的防御工事也清晰展现出来。如果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那么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他的记载就没有理由不像今天的一位作家的记载那样值得信赖。恺撒在阿来西亚城下兴修的工事在《恺撒战记》中有清晰无误的描述。它们的完善程度不亚于维克斯堡（Vicksburg）
[4]

 或彼得堡（Petersburg）
[5]

 。无数人的劳作总能创造奇迹。为了应对城内外两侧的敌人，恺撒让人员三班倒，平均每5米防线只有2名驻军。

恺撒浩大的防御工程在约40天内就竣工了。尽管困难重重，军团将士们还是抱着最美好的期待奋力工作。后来恺撒说道，他可以与这些手下翻天覆地。他在罗马的朋友们经常说，这是肉体凡胎之辈无法想象的杰作，只有一位神明才能完成它，他的政敌们这一次缄口默认了。

营盘D中可能有2个军团，营盘A中只有1个军团，营盘B有2个，营盘C有3个，总共8个军团，其他3个军团部署在堡垒中。这条16.5千米长的环形防线也密布着营寨和堡垒。

完成这项非比寻常的工程之后，每个人都被分配了30天的给养，以减少因外出筹粮而引发的危险，避免自己遭到高卢援军的封锁。

根据维钦及托列克斯派出的骑兵带出的信息，高卢人立即召开了一个大会，会址可能在毕布拉克德，会议决定从各邦征兵，但它是特别征兵而非总动员，以免因军队人数过多而难以供应粮秣，全军共有24万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纸面兵力为28.3万人。即使恺撒最善待的那些高卢人现在也受到全国性起义的感召，他们造反并为独立事业尽心竭力。只有俾洛瓦契人拒绝出兵，仅仅派出2000人敷衍一下。他们说自己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控制。这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恺撒曾派遣到不列颠的阿德来巴得斯人康缪斯、维钦及托列克斯的一个表兄弟阿浮尔尼人维尔卡西味朗纳斯（Vercasivelaunus）、爱杜依人维理度马勒斯和厄朴理陶列克斯。后者在上一场战役中被俘，《高卢战记》没有解释他是怎样重获自由的。每个部落都派出代表与这几位首领组成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当然，蛮族们也信心十足，因为他们的力量在于人多势众，这支空前庞大的军队聚集在爱杜依人的地盘上向阿来西亚进军，憧憬着此时罗马人无力抵挡这么多人，尤其是与被围困的高卢人里应外合的情况下。

由于不知道援军正在迅速赶来，被围的守军已经不知所措了。从维钦及托列克斯放出求援的信息至今已过了6周，眼下他们只有够吃30天的粮食，饥饿迫在眉睫。阿浮尔尼人克里多耶得斯（Cirtognatus）提议，吃掉那些丧失作战能力的士兵和市民，但这促成了一个遣送他们出城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全体市民（孟杜皮人）出了城，然而罗马人甚至不愿意把他们作为奴隶，拒绝接纳他们，将他们赶回了城里。

康缪斯及其大军终于抵达了罗马防线，在距离恺撒防线1500米内的城西南的高地上安营扎寨。次日，康缪斯率领骑兵杀向大平原，高卢骑兵在他们后方的山冈上助威。高卢人漫山遍野。从阿来西亚城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切动向。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反应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出城，准备好接应援军发动的攻势。他准备了大量木柴来填平壕沟和覆盖鹿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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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高卢战争晚期（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




维钦及托列克斯的部队前进了，实际上他们已经着手填平第一道壕沟，这一举动发展成了全面的步兵交锋。恺撒将他的部队部署在面向城镇和敌人援兵的壁垒上，以派出日耳曼和高卢盟友骑兵出击的方式拉开了战幕。敌人将轻步兵与骑兵混编，以加强其韧性。没过多久，战斗就进入白热化，高卢人因自己人多势众而胆气横生，用呐喊和咆哮催促本方人马冲杀。阿来西亚市民以同样的呼声鼓舞他们的战友。战斗从中午打到日落，维钦及托列克斯未能取得突破，援军也没什么进展。这次行动似乎没有超出得到投石手和弓箭手协助的骑兵的战斗范围。最后，在恺撒的骑兵全部战败之后，日耳曼骑兵重整旗鼓发动垂死一搏，尽管高卢人人多势众，日耳曼骑兵依然将他们赶了回去并将其击溃。一旦溃不成军，高卢人就没法了，恺撒的骑兵中队一直追杀他们到敌营之前，砍翻了许多前来支援他们的弓箭手，而后者没有马匹，逃脱不及，纷纷丧命。阿来西亚守军垂头丧气地退回城中，没有人向罗马工事发动有组织的攻势。骑兵在恺撒的全部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表明，他实施的大部分战斗仅限于小规模的零星接触。因为激战中，只有军团可以依靠，恺撒没有真正的骑兵可用。

次日，只有一支高卢援军再次发动进攻，他们还制造了大量障碍物和云梯、挠钩。他们选择在午夜时分从西侧平原发动突袭。他们的呼啸喧嚣引起了城中的维钦及托列克斯及其所部的注意，随即出城为城外的战友们助一臂之力。

在夜暗之中，高卢人似乎打得最好，他们用木柴、栅栏填平陷坑和壕沟，用弓箭和石弹掩护他们的行动。罗马人在形势需要时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他们从那些不是很危急的堡垒中将人马派到打得最不可开交的地方。副将德来朋纽斯和安东尼带来了援军。罗马人同样用早已准备好的大量弓箭、石弹和重约0.328公斤
[6]

 的手抛石块，以及堆积在墙头的尖桩予以回击。远程投射机械也投入了运作。在黑暗之中，盾牌几乎毫无用处。当敌人的战线还在远处时，他们的攻势对罗马人造成的伤亡要比他们抵近壁垒时造成的伤亡更大，因为那时许多蛮族已经掉进了陷坑和堑壕；这造成了混乱和恐慌，他们的攻击漫无目的，武器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另一方面，罗马人从工事中发射重矛，每根都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没过多久，高卢人的勇气就再衰三竭了，终于，天光渐亮的时候他们感到了一种恐惧，他们暴露的右翼会被从高处营中杀出的罗马军包抄，在伤亡和疲惫的双重打击下，他们被迫收兵回营。城中的维钦及托列克斯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的手下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填平6米深的壕沟上了，未能逾雷池一步，破晓时分，看到城外援军发动的攻势失利，他也吹响了撤军的号声。




[1]
 译注：今奥塞河（Ose）。



[2]
 译注：今奥赛兰河（Oserain）。



[3]
 译注：拉丁原文为“Cippus”，既可释为界碑，又可释为墓碑，士兵们借此双关语来开玩笑。



[4]
 译注：维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座坚固要塞。1862年11月，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北军耗时半年，付出伤亡约1万人的代价夺取了南军盘踞的维克斯堡，此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



[5]
 译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彼得堡。美国内战期间，从1864年6月到1865年3月，北将对据守彼得堡的南军发动围攻，北军以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迫使南军撤离，南军伤亡约2.8万人。



[6]
 译注：原文是1罗磅，本文折算为公制，下同。








第二十章


阿来西亚之战（公元前52年秋季）

现在，高卢人发动的两次进攻都被挫败。这些的确都是局部性的失利，但未能取胜就已让他们开始垂头丧气。头领们清晰预见到了失败，除非他们能在下一场战斗中夺取胜利。在基督纪元之前，高卢人的性格被描绘为难以承受不断的灾难造成的压力。康缪斯再次发动强大的攻势来突破恺撒的防线，高卢人开始系统性地侦察罗马壁垒，以求发现最薄弱的地方。通过询问乡民，他们了解了对面的敌人及其每一个点上的工事类型。

阿来西亚西北的一座小山丘因为面积太大，没有被工程师们囊括在封锁线以内。他们被迫在其山脚下的低地上筑墙。这里是驻扎着两个军团的营盘D，由副将安几司久斯（Anstitius）和坎宁纽斯（Caninius）指挥。它坐落在山侧的陡坡之上。针对这一点，高卢头领们决定集结从最负勇名的部落中精选出的6万人在某天中午发动进攻，维尔卡西味朗纳斯受命担任突击队的总指挥。这支兵力在夜间经由一条2万多米长的迂回路线行进到选定位置附近，随即隐藏在山丘北坡的植被之下。

随着正午将至高卢人也休息好了，他们士饱马腾、好整以暇，准备大战一场，维尔卡西味朗纳斯命令他们起立，以战斗队形迅速杀向罗马营盘。雷亚山（Mt. Rea）上似乎有若干工事，可能只是一座哨所。这支部队蜂拥而出，顺着山坡猛扑营盘D。与此同时，按照战前的约定，高卢骑兵在平原前方的罗马防御工事前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随后发动步兵推进。一直在城里焦急注视着他们的进攻动向的维钦及托列克斯几乎立即就洞察到了同胞们的计划，他带上全部器械装备出击，包括他为此大量囤积的盾车、云梯、挠钩和其他器械。他的攻势就在维尔卡西味朗纳斯的正对面略微向左的方向。平原上的骑兵示威引起了恺撒的不小焦虑，两支高卢步兵中的任何一支几乎都与整个罗马军队相当，而且再一次同时从腹背两侧进攻罗马战线上的或许最薄弱的那一点。罗马军队分布得太分散，很难说战线上的其他部分不会遭到进犯。事实上，恺撒也无法预料到真正投入进攻的兵力不到城内外约30万名高卢士兵中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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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西亚战役




这次进攻突如其来且声势浩大。高卢人用上了所有武器装备，向壁垒上看起来最薄弱的地方施加压力。他们全力以赴，就像事先预期的那样奋勇搏杀，决心获胜。他们的英勇无懈可击。恺撒已经准备了几个观察哨，他从这里可以看到战场全境。他在其中一个哨所中容身，可能在6米深的壕沟南端附近，随时向看起来最危急的地方派遣部队实施增援，每股人马都抖擞精神拼死战斗。高卢人显然认为这是他们摆脱该死的罗马枷锁的最后机会，罗马人也明白，如果打赢了这场战斗他们的劳苦将就此结束。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如果此战失利他们的命运堪虞。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北营盘，由于那里的地面高于罗马防御工事，蛮族可以更加有效地投掷矢石，龟甲阵也投入了使用。这里也有些最著名的武士在战斗，而在主战线上战斗的高卢人尽管人数众多，战斗力却不怎么样。进攻西北营盘的高卢人兵力雄厚，使敌人能够频繁使用生力军轮替疲惫的人马，并在罗马壁垒下堆砌土山，与军团的壁垒等高。经过几小时的激战，罗马士卒们耗尽了所有矢石。

眼见他们陷入困境，恺撒命令拉频弩斯率领东北营盘的6个大队前去援助，恺撒命令他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时，可以带这几个大队突围出来，但若无必要就别这样做。恺撒跑到平原上，为将士们打气鼓劲。

由维钦及托列克斯指挥的高卢人，由于对他们战斗的罗马防线上的地点感到绝望，决定重新尝试在一个更险峻但守军比较薄弱的地点打开缺口，这个地方可能在南方营盘的脚下，他们携带了攻城器械和工具，在暴风骤雨般的矢石掩护之下，他们成功将壁垒上的守军赶了下去，继而填平壕沟，用挠钩拉扯开柳条掩盖的栅栏。为了应对这一咄咄逼人的新危险，恺撒派遣布鲁图斯率领6个大队前往遭到攻击的地方，鉴于这支援军可能不够，他又派费边率领7个大队去增援。即便如此，危局也没有发生逆转，他最终不得不亲自赶到此地，挽狂澜于既倒，他经过一段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才完成了这项工作。

鉴于拉频弩斯无力在西北营盘抵挡住敌人，恺撒派遣一部分骑兵走出壁垒，绕道北方的峡谷沿着山坡排成一行，从后方冲击敌人。至于恺撒自己在击退了维钦及托列克斯的进攻之后，率领4个大队和一些骑兵去驰援拉频弩斯。与此同时，拉频弩斯把从最近的几个堡垒里抽出来、刚好在那里的10个大队集中起来。令恺撒开心的是，蛮族的主力没有参战，而是留在后方做预备队。恺撒身穿统帅的紫色披风（paludamentum）
[1]

 ，让所有军团将士都一目了然，他无论到哪都能极大提振那里的士气和斗志。他们总能在恺撒的眼皮子底下创造奇迹。在炽热的战斗气氛中，将士们停止投掷矢石，转而持剑肉搏。

就在此时，恺撒派出去迂回的日耳曼骑兵已经绕到高卢人的左后方，发动了凌厉的冲锋，随着一声呐喊军团将士们也冲杀出去。罗马人的冲锋势不可挡，所向披靡。敌人气衰力竭，转头逃跑，却被骑兵砍翻。许多高卢头领阵亡，包括雷穆维契斯人（Lemovices）的酋长塞杜留斯（Sedulius），在被俘的头领中有维尔卡西味朗纳斯，罗马人掳获74面军旗。维钦及托列克斯手下的人看到他们的辅助部队战败，恺撒也准备转身打击他们便取消了进攻，垂头丧气地退回阿来西亚。没有参战的高卢部队听到败报也赶忙撤军了，撤退很快就变成了溃逃。高卢人逃离了战场，而不是在他们的营盘中被打败的，所有武士都自寻生路，如果不是罗马骑兵已经筋疲力尽，他们会在溃逃途中被斩尽杀绝。事实上，许多高卢人被砍死，其余的人散布在密林深处。在经历了漫长的漂泊游荡之后，他们才历尽艰辛返回各自的家园。

高卢人走上牌桌孤注一掷，玩得也不错，就是最后输了个精光，维钦及托列克斯将自己交给同胞们，待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任意处置；他们立即向恺撒派去了求和使者——他们别无选择。恺撒解除了高卢军士们的武装，命令他们交出首领们投降。普鲁塔克写道：


发动战争的主使者维钦及托列克斯穿上华丽的铠甲，给马匹加上各种装饰，骑着出城在恺撒座位的前方绕行一周，下了坐骑脱去铠甲，蹲踞在恺撒的脚前动也不动，最后被带走囚禁起来，供凯旋式出场亮相之用。


这位英勇的酋长被恺撒留做凯旋式上的展品，凯旋式结束后立即被处决
[2]

 ，无论之前有什么先例，这件事都不能为罗马人增光添彩，维钦及托列克斯虽然是个敌人，但毋庸置疑也是个英雄。恺撒只保留了爱杜依和阿浮尔尼俘虏，用于重新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他俘虏都被卖给奴隶贩子，这帮人贩子为数众多，永远待在距离罗马军营不远的地方。每当一场战斗结束，他们总会出现，随时准备利用数量充足的便宜奴隶牟利。

阿来西亚围城战充分体现了恺撒最伟大的战争艺术，以及他的军队与之不相上下的勇气与坚韧。在上一场战斗中，如果按兵不动的大部分蛮族能出手解救维钦及托列克斯，高卢也不会丧失独立。尽管战后又发生了若干孤立的暴动，但整个国度再也没有团结起来。一年之内，高卢就事实上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她的反抗精神终于被彻底瓦解了。

在这场辉煌的胜利之后，恺撒回到了爱杜依人的地盘上，没费什么力气就收复了这个国家，阿浮尔尼人迅速屈服，送来了人质。恺撒则将大约2万名爱杜依和阿浮尔尼战俘还给了他们。在大获全胜之后，他依然能在对待高卢人方面充分体现他的豁达大度。之后，他把军队安置在冬令营中。拉频弩斯与第7、15军团和若干骑兵被安置在塞广尼人处，鲁提利乌斯（Rutilus）担任他的副手；费边的第8军团、巴希勒斯的第9军团，驻扎在雷米人处，以防范俾洛瓦契人；安几司久斯（Antistius）的第11军团驻扎在安皮瓦来几人（Ambivereti）处；塞克斯提乌斯率领第13军团驻扎在别都里及斯人处；坎宁纽斯的第1军团驻军于卢登尼人的地盘上；西塞罗率领第6军团驻扎在麦几斯哥（Matisco）
[3]

 ；苏尔皮基乌斯率领第14军团驻扎在卡皮隆弩姆（Cabillonum）
[4]

 ，负责确保在爱杜依人的地盘上沿着阿拉河筹措粮秣。恺撒本人将司令部设置在毕布拉克德。史料没有给出率领第10、12军团的安东尼的位置，他们很可能就驻扎在司令部。罗马为恺撒举行了历时20天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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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2到前51年的冬令营分布图




在历次高卢战役中，没有任何一个部落像此役那样投入这么多兵力。总共85个部落中的40个部落在一个月内贡献了25万人之众，加上维钦及托列克斯指挥的8万人，共计33万人，几乎是罗马军团、轻装部队和盟邦骑兵总和的五倍。对恺撒而言，情况相当严峻，但靠着他的天才发挥和罗马军团的坚忍不拔，尤其是蛮族内部的意见不一，最终挽救了他。进犯阿来西亚西北方营盘的高卢人是6万名精选部队，位于西侧平原上的蛮族主力却是装备贫弱的乌合之众。但是，恺撒难以在击退北侧营盘、腹背受敌的同时迎击南侧的维钦及托列克斯，如果这些兵力从西侧发动进攻，无论他的防线多么坚固，他看起来肯定都会被打垮。恺撒自己对局部攻击所造成的压力的描述，充分证明了他是多么接近致命的失败。恺撒的勇气、部下的雄心壮志和过人骁勇、盟军的忠心耿耿和日耳曼骑兵的绝佳素质都为他带来了好运，命运女神始终向他绽放微笑，对他的垂青更甚于亚历山大，让他收获了胜利。这场胜利带来了深远的成果。

战争的第七年是最引人入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它展示了恺撒在工程、战术、战略和后勤方面的能力。让我们简明扼要地回顾一下这些事件，以便将这些杰出成就罗列在一起。恺撒一听说高卢人暴乱就迅速出现在普罗旺斯召集军队，翻越启本那山脉，进入了阿浮尔尼人的地盘，以防他们入侵行省，欺骗敌人落入他的圈套；他本人从这里发动强行军，穿过危机重重的罗网进入林恭内斯人的领地，在那里他把军队集结在维钦及托列克斯的后方，造就了一个精彩和成功的战略局面，尤其是维钦及托列克斯曾自吹自擂说他已经将恺撒与其军队分隔开来，令恺撒的军队任由自己摆布。当着对手的面将他的军团集中在一起，从阿及定古姆行军到维隆诺邓纳姆、钦那布姆、诺维奥洞纳姆和阿凡历古姆，并且迅速攻克了这些城镇。他从这里奔向厄拉味尔河，就在维钦及托列克斯的眼皮子底下巧妙地偷渡过河，继而围困了及尔哥维亚。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后方的爱杜依人出现了问题，恺撒取消了攻城，也可能他的进攻被打退了，这是他羞于承认的事实，恺撒退过厄拉味尔河，穿过造反的爱杜依人和森农内斯人的领地，强渡里杰尔河，长途跋涉抵达阿及定古姆，在那里与拉频弩斯会师。补充了兵员之后，他途经林恭内斯人的地盘返回普罗旺斯，大败拦住去路的维钦及托列克斯之后，他打通了与普罗旺斯的联系。随后，恺撒尾随敌人抵达阿来西亚，以一场精彩的围城战攻克这个坚城，结束了这一年的战事。这些行动在构思和执行上同样出色，恺撒造就了一条罕有其匹的军事宝石项链。

维钦及托列克斯已经证明自己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对于一个蛮族而言，维钦及托列克斯是个例外，他的计划是避免与恺撒打野战，通过费边式的策略与恺撒周旋。维钦及托列克斯展示了真正的军事天赋。他的错误在于没有坚持原来的计划，所以他一动摇就失败了。这不是他的错误，而在于他与他的人民意见相左，却又被迫在政治上捆绑在一起。尽管维钦及托列克斯才智出众，高卢人的兵力超过恺撒的5倍，恺撒这位伟大统帅的天才加上罗马人的军纪和训练，最终克服了高卢联盟缺乏团结的英勇。艺术与力量的较量，一如既往地只有一个结局。




[1]
 译注：罗马统帅专用的一种披风，因为颜色太显目，所以统帅们在真正上阵时一般都避免穿。在阿来西亚之围期间，恺撒因为一向大胆，即使在前线也穿着它，因而士兵能凭他衣服的颜色辨认出他，以此来长部下的锐气，灭敌人的威风。



[2]
 译注：事实上，维钦及托列克斯被囚禁了六年之久，公元前46年的内战期间，在一场凯旋式之后被斩首，仅仅两年后，恺撒也遇刺身亡了。



[3]
 译注：今法国马孔（Mâcon）。



[4]
 译注：今法国今沙隆（Chalons）。








第二十一章


俾洛瓦契人（公元前51年1月至4月）

罗马军团在刚刚结束的那场辉煌胜利中赢得的其他成果注定不会持续太久。高卢人确实被打败了，但并非所有人都被制服了。就像今天一样，他们后来给当地勇士增加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当地勇士在尝试了许多方法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之前绝不向侵略者屈服。他们这里也有些最著名的武士，而在主要战线上的高卢人尽管人多势众，却没什么太强的战斗力。

他们也知道自己对恺撒造成的最沉重的打击，是由许多地方同时发动审慎的小规模战争所造成的，于是决定故技重施。他们聪明到可以领悟这样一个道理：恺撒虽然能在任何地方打败他们，但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如果所有高卢人都愿意采用这一方针，并有一个像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的领导人来执行这样的方略，恺撒征服高卢的事业可能永远都不会完成。但是，命运并不支持高卢人英勇地争取自由。对他们和我们而言，承担罗马枷锁是幸福的事情
[1]

 ，也是命中注定的。

恺撒很快就得到高卢人为此进行磋商的消息，他决心把起义扼杀在萌芽状态。当几个部落首领还在争论和准备的时候，恺撒已经上路了。元旦之前的某一天，恺撒留下马可·安东尼管理毕布拉克德的指挥部，自己率领一队骑兵前往第13军团所在地，后者正在距离爱杜依人最近的别都里及斯边界上息冬。为了避免一个军团不足以管控敌人的情况，他为第13军团增派了驻扎在附近安皮瓦来几人（Ambivareti）处的第11军团。各留下2个大队看守辎重和冬令营之后，恺撒一路强行军，突然杀向别都里及斯人，很好完成了突袭效果。他抓了许多俘虏，但禁止士兵抢劫和放火，承诺为每个士兵发放200塞斯退斯（sestertii）
[2]

 ，每个百夫长2000塞斯退斯作为补偿。他不仅不想造成当地人过于严重的不满，还想保留粮秣供自己使用。此外，点燃房屋和农场还会提醒毗邻部落罗马人来了，恺撒计划把每个部落各个击破，迫使他们屈服。

别都里及斯人的酋长们的准备工作刚刚开了个头，现在只能撒腿狂奔，但是恺撒追捕他们到天涯海角的热情极为高涨，通过穷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捉住了他们，迅速瓦解了他们的联盟。为了保护那些还想继续效忠罗马的人，恺撒从他们中抓走了将他们引入歧途的阴谋家。这种以慷慨为特色、充满活力的政策阻止了一场全面起义。这场战役只持续了40天，它的迅速和成功与亚历山大针对山区部落发动的若干短期行动相似。随后，这两个军团返回了冬令营。

2月底，恺撒返回毕布拉克德的18天后收到了别都里及斯人的求援——解决向他们开战的卡尔弩德斯人。为了不让这个新近向自己宣誓效忠的部落失望，恺撒集结部队，命令西塞罗的第6军团从卡皮隆弩姆出发，苏尔皮基乌斯的第14军团从麦几斯哥出发，离开阿拉河前往钦那布姆。他以此地为中心，与其盟邦骑兵向卡尔弩德斯人发动了一场游击战。这个部落没有进行正面抵抗，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到乡野之中，由于在这个季节难以获得补给，他们最终逃入了其他部落。士卒们收集了许多战利品。恺撒几乎没有用过他的步兵。为了保护部下，恺撒不愿意在这个天气恶劣的季节再采取进一步的积极行动，他将两个军团留在钦那布姆的冬令营休养生息。

[image: ]
◎ 应对别都里及斯人




恺撒和汉尼拔都不喜欢在冬季打仗，他们会把部队留在冬令营里，除非必须采取行动才会出兵。亚历山大则不同，他体魄健壮、精力旺盛，对他来说所有季节都不算过于严酷。恺撒这一次派出了骑兵分遣队在整片土地上纵横驰奔，粉碎了所有眼前的抵抗，他在这个季节对自己的收获相当满意。

任务完成之后，恺撒让德来朋纽斯指挥钦那布姆的2个军团，自己前往雷米人的地盘去解决正在准备攻打他们的俾洛瓦契人和周边部落，俾洛瓦契人的附庸苏威西翁内斯人在俾洛瓦契人科留斯（Correus）的领导下，长期效忠于阿德来巴得斯人坎宁纽斯
[3]

 。雷米人是罗马的盟邦和坚定的盟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援手。恺撒率领第11军团和一个从维松几阿的拉频弩斯手中抽调来的军团火速赶到杜洛科多勒姆。《高卢战记》说这个军团是从德来朋纽斯手中抽调来的，但后来这位副将受命将他在钦那布姆的两个军团全部带过来，那么此处的军团大概出自拉频弩斯。恺撒命令费边率领其手中两个在雷米人处息冬的军团向苏威西翁内斯人的土地进军。通过这些细致的调动，他努力让各个军团轮流出征，至于他自己也没有时间享受安逸。

恺撒进入俾洛瓦契人的领地之后安营扎寨，派遣骑兵出去侦察敌情。他确定，这个部落和毗邻各部
[4]

 中所有能拿起武器作战的男人都已经离开住处进入战争状态，驻扎在一个由沼泽环绕的山丘上，此地是今天孔皮埃涅森林中的圣马可山（Mt. St. Marc），他们的辎重则藏在远方的森林深处。科留斯是他们的总司令，康缪斯则前往莫塞河，在当地的日耳曼人中招募辅助部队。他们提议，如果恺撒只有3个军团就与他开战；如果恺撒手握3个军团以上的兵力，他们就躲在营盘里固守不出，用小规模作战的方式骚扰恺撒，并截断恺撒的粮道，当然这个目标很难达成，“恺撒从许多俘虏彼此一致的报告中得知了此事”。

这个持重的作战方案只适用于小股部队的作战，恺撒决心引诱大股蛮族出战。他手握4个军团，其中的第7、8、9军团是老兵部队，第11军团则是“由精选的极有前途的青年组成的第11军团，它现在正在服第八年兵役，跟其余3个军团比起来，只是服役年限还没它们长，勇敢的声名还不及它们响”，他努力使敌人相信他手头只有3个军团。他命令第7、8、9军团走在辎重车辆前面，第11军团跟在车队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他这样一安排之后，就把军队排成一个差不多像矩形的阵列，在敌人还没预料到之前，已经带到他们面前”。他已经向军官们充分讲明了他的作战计划。《高卢战记》中频繁出现令人费解的记述。罗马人眼前基本上是一片林木繁茂的原野，恺撒是怎样以大致方形的队列行军，在熟悉现代军队的局限性的我们看来还是非常奇怪的。除了驮载物资的骡子之外，没有其他辎重的步兵或骑兵能够穿越我们西部平原上的一片土地
[5]

 ，如果一支军队被火炮和车队拖累的话，横穿同一片土地就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认可恺撒对于其行军阵型的宽泛叙述，而不是假定他笔下的“方形”与我们今天的“方形”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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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洛瓦契战役




察觉到恺撒迫近，敌人拒绝离开位于高地上的有利位置，在自己的营前摆开了战线。恺撒看到他们人数众多，没有适当准备的话就无法进攻，就去了位于今天的圣皮埃尔山（Mt. St. Pierre）另一侧的深谷安营扎寨。他的营盘由3.6米高的壁垒加固，上面还有带棚顶的胸墙，沿着山坡挖掘了两道4.5米宽的壕沟，正如他所说，壕沟的双边都是垂直的，因此壕沟的横截面是正方形，尽管考古发掘不能证实这一点。后来他撰写《高卢战记》时很可能忘了他挖掘了什么类型的壕沟。他修建了几座三层楼高的塔楼，彼此之间由覆有盖顶的天桥相连。天桥上的士卒可以将标枪投掷得很远，而位置较低的壁垒上的士卒会得到头顶的天桥的掩护，免受流矢打击。营门两侧建有坚固的塔楼。当部分守军外出筹粮时，这个营盘依然坚如磐石，同时为积储仓库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掩体。恺撒希望敌人从他的一切准备工作中看出来，他对自己的安全极为不放心，从而造成敌人的错觉，以为他不过如此而藐视、看轻他，继而被引诱出来攻打他的工事。恺撒这个建在圣皮埃尔山的营盘已经得到了发掘，它的轮廓、面积和许多细节已经重见天日。有些有趣的细节表明，地面的隆起是如何被用于加强防御工事的。恺撒喜欢用新奇古怪的方式做事，想到的任何新奇念头都会付诸行动，以检验它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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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俾洛瓦契人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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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皮埃尔山的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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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垒、壕沟的截面图




在一个能够徒涉沼泽的渡口不断发生着零星战斗，现在这里是一片低矮的草地，位于敌对双方的营盘之间，任何一方要过去都要与对方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罗马筹粮队经常遭到蛮族的袭击。蛮族取得了一些胜利，尤其是康缪斯率领500名日耳曼骑兵的到来，极大提振了蛮族的斗志。

恺撒认为从后方调来更多部队是明智之举，高卢人人多势众，他们的营盘尤其坚固，他认为封锁是拿下蛮族营盘的唯一可行手段。他命令德来朋纽斯调来此时由塞克斯提乌斯指挥驻扎在别都里及斯人的土地上的第13军团，德来朋纽斯率领他们和自己的2个军团——驻扎在钦那布姆的第6、7军团——以强行军与自己会师。

在此期间，蛮族诱使罗马人、林恭内斯人和其他同盟骑兵落入埋伏，许多人阵亡，包括其首领，蛮族因而趾高气扬起来。恺撒起草了一个在其征服的部落中招募大批骑兵的命令，这是确保这些部落安分守己的简单有效的手段，因为征兵令抽调了他们中的高级公民——那些能在马上服役的人，恺撒将这些人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此举也为军队带来了不确定的危险因素，但是在恺撒的直接管控之下，危险程度被降到了最低。

上述败绩的几天后，若干日耳曼辅助步兵穿过这片沼泽地，在一场肉搏战中将敌人驱赶回营盘，甚至有些人还逃到更远处。这场败仗加上德来朋纽斯的到达，令敌人胆战心惊，与之前趾高气扬截然相反。由于担心又一次发生阿来西亚之围，蛮族准备撤军，在夜间打发走了他们的辎重和老人。在行动期间，随着天光渐亮，他们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撤军，于是调集部分人马，在营前列阵来掩护和隐蔽撤退行动。

恺撒看到了蛮族的所作所为后在他的战线前面架起了一座穿越沼泽的便桥（今天还有遗存），沿着这条路前往一座能够俯瞰敌人的山冈——今天的科莱山（Mt. Collet），他在这里摆开了战阵。恺撒并不想发动进攻，那支正在逃跑的纵队也不值得追杀，因为那条路的两侧分别是阿克松奈河和沼泽地，他要过去就必须暴露侧翼。敌人拒绝离开阵地，恺撒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并加强营寨的防御，然后留在战线上等待机会，骑兵们收紧马缰绳，随时准备发动冲锋或追击，以防敌人分路撤离。恺撒驻军的山丘有一面很陡峭，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山谷，距离俾洛瓦契人的阵地只有180米。看来，远程投射器械可以打击对面之敌。蛮族被他们无力还击的远程火力激怒了。观察到恺撒的意图后，俾洛瓦契人采取了如下妙计：到了晚上，他们把用来供自己坐卧的茅草加上栅栏和其他易燃物堆在面前焚烧，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火速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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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洛瓦契战役的战场




恺撒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他小心翼翼地推进显然是害怕遭遇埋伏。战马难以穿过火线前进，敌人得以安然撤到15千米外，在一座山冈天险上又占据了一个有利阵地。这座山被认为是加内隆山（Mont Ganelon），位于恩河与瓦兹河交汇点以北，与圣马可山的直线距离只有9千米，但需要渡过几条河流兜个圈子才能抵达。《高卢战记》没有提到恺撒跟踪他们，他可能留在营盘派人侦察附近地区，等待有利的行动机会。蛮族以他们的新营盘为老巢出击，再度进行小规模战争，经过几次小规模伏击，对罗马筹粮队造成不少伤亡。

不久之后，俾洛瓦契人的酋长科留斯就动用手下最精锐的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在一个罗马筹粮队很可能光顾的有大量给养的地区设伏。恺撒亲自随同筹粮队去了那里，因而这支人马比普通筹粮队庞大一些。他的骑兵与轻装部队混编，并得到了几个军团大队的加强。伏击圈是一片1500米见方的平地，距离今天的舒瓦西欧邦（Choisy au Bac）不远，被树林和恩河环绕。敌军由科留斯率领，他见时机成熟，从树林中现身向一队筹粮队发起攻击，期待大获全胜。事实证明伏击失败了，因为罗马人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骑兵很快就在弓箭手的支援下稳住了阵脚，在以一番骑兵和轻装步兵都值得称道的英勇打了一场激烈的前锋战斗之后，军团抵达战场席卷了蛮族。科留斯试图撤退，但落入了他自己为罗马人布置的陷阱，河流截断了他的退路。尽管蛮族进行了绝望的抵抗，罗马人还是将他们尽数歼灭，幸存者屈指可数，而科留斯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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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俾洛瓦契人的战斗




恺撒随后向高卢人的主营迅猛推进，其他蛮族酋长认为抵抗已徒劳无益，他们遣使求和。叛乱的主要煽动者阿德来巴得斯人康缪斯投奔了日耳曼人。恺撒让俾洛瓦契人明白他们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但在处理他们时，恺撒采取了宽大政策。他已经明白屠杀、灭绝政策并不可取。

现在，恺撒看到这些民族已经相当驯服了，但许多民族还在以迁徙的方式逃脱罗马人的统治，他希望予以制止。恺撒兵分多路，以便更好地管控各部落。此前曾被派往南方的盖乌斯·坎宁纽斯率领他的2个军团——第1、10军团——前往卢登尼人的领地。他发现自己的兵力过于薄弱，无法控制沿途好乱乐祸的部落，被迫在途中庇克东内斯人的地盘上停下脚步。现在，为了支援坎宁纽斯，恺撒派遣费边率领25个大队出发。他命令第15军团前往山南高卢保护该省免受山区部落的侵扰，更小股的分队被派到需要兵力的地方。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现已担任财务官的马可·安东尼和第12军团加上拉频弩斯和其他几个军团向安皮奥列克斯的国度进军。

这位酋长早已逃之夭夭，但恺撒用烈火、刀剑和洗劫彻底蹂躏了厄勃隆尼斯人的领土，这是他第二次造访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而且很不人道，不值得恺撒这么做，因而不可原谅。《高卢战记》解释了恺撒这样做的原因，恺撒想让安皮奥列克斯失去能为其提供支持的栖身之地，让少数幸存者由于他带来的浩劫而憎恶这位酋长，即使在古代，这也不是一个说得通的理由。安皮奥列克斯是一个曾造成萨宾努斯和科塔毁灭的敌人，但是对安皮奥列克斯的报复不应该这么晚才施加到他的人民身上。之前，他曾经严厉惩罚过厄勃隆尼斯人。恺撒在宽宏大度时最光彩照人，残暴无情时最黯淡无光。

在厄勃隆尼斯人的地盘上，恺撒派遣拉频弩斯率领两个军团去恫吓德来维里人，这些人与日耳曼人类似，从来不会长久维持忠心。

《高卢战记》很少提及军团的名字或番号，因此难以追查他们的行踪。后文往往能让我们分辨一个军团，但不是每个实例中都能做到。有时候《高卢战记》会出现明显错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军团都以数字命名，但一般来说不会明确指明。罗马军官的轮流指挥制度让军团无法形成个人特征，只有恺撒最青睐的第10军团格外突出，他习惯于将它放在亲自指挥的侧翼上，恺撒不断在行文中提到这个军团。




[1]
 译注：许多史学家认为，罗马人虽然是残暴的征服者，但也是文明人，被罗马人征服，标志着高卢人进入了文明世界和时代，所以是幸福的事情。暂时没有被罗马人征服的不列颠，就继续处于蒙昧的黑暗时代。



[2]
 译注：塞斯退斯（sestertius）是一种罗马货币，为1第纳尔（denarius）的四分之一，值2.5阿司（as）。恺撒之前，一个罗马军团士兵的年饷为480塞斯退斯，但其中要扣除口粮等费用，实际所得远少于此数，后来虽由恺撒改为900塞斯退斯，仍过于菲薄。当时罗马城里的一个普通手工业者的工资约每天3塞斯退斯。赏赐和劫掠所得成为士兵的主要收入来源，军饷反被认为无足轻重。恺撒这次给每个士兵的赏钱约等于他们三个月的军饷。



[3]
 译注：原文如此。这里的坎宁纽斯（Caninius）为康缪斯（Commius）之误。



[4]
 译注：阿姆比安尼人、奥来尔契人、卡来几人、维略卡萨斯人（Veliocasses）和阿德来巴得斯人。



[5]
 译注：“我们”指作者所在的美国。大意是，即使美国的西部平坦平原，带上辎重的美国军队都难以穿越，古代的恺撒和带着辎重罗马军队在蛮荒的高卢行军，自然会更加困难。








第二十二章


乌克萨洛登纳姆（公元前51年春季）

与此同时，盖乌斯·坎宁纽斯听说亲善罗马的盟友杜拉久斯（Duracius）被安得斯人的酋长杜姆奈克斯（Dumnaqus）围困在庇克东内斯人的城镇勒蒙纳姆（Limonum）
[1]

 ，便从他位于卢登尼人处的冬令营出发前去援救。当发现自己无力对付这帮人多势众的蛮族后，他就在附近的一个坚固的地方安营扎寨。蛮族袭击了他的营盘，但他们被击退，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此后不久，有消息说恺撒派遣费边率领25个大队前来增援坎宁纽斯，攻城者拔营而去，放弃了围城，退到里杰尔河彼岸。来自雷米人聚居区的费边迅速南下，在行军途中赶上了敌人，不断骚扰敌人的后卫，并在今天索米尔（Saumur）的一座桥梁上给予敌人重大杀伤，夺取了很多战利品。次日，为了让逃跑的敌军停下来，负责追杀的罗马骑兵将步兵远远甩在身后，与敌人的后卫交战。敌人转身回击，在步兵的支持下，敌人的骑兵压制了追兵。当这些罗马盟国骑兵筋疲力尽行将崩溃之际，罗马军团赶到了战场，重整旗鼓，终于将敌人击溃，敌人损失了不下1.2万人，整个辎重车队都落入罗马人之手。

安得斯人受到了惩办，他们的土地因所有战士被斩尽杀绝、军事物资被摧毁而安定下来，坎宁纽斯随后受命率军追击一支约5000人的前往普罗旺斯的队伍，这帮人包括强盗、逃跑的奴隶和其他亡命徒，他们在特拉丕斯（Drappes）和路克戴留斯（Lucterius）的率领下正在向普罗旺斯移动。费边率领他手下的25个大队向参加了最近的起义的卡尔弩德斯人的地盘挺进，卡尔弩德斯人现在已经和他们与大洋之间的阿莫列克（Armorican）诸邦一道向费边称臣纳贡了。杜姆奈克斯只得逃亡到高卢最边远的角落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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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宁纽斯的进军




坎宁纽斯紧追特拉丕斯和路克戴留斯，后者知道他们在普罗旺斯面对军团将一事无成，便在卡杜尔契人的地盘上驻足，占领了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
[2]

 。这是一个位于难以攻取的岩石上的堡垒，几乎不需要修筑任何工事，曾经是特拉丕斯的附庸城市。乌克萨洛登纳姆的位置曾经被设定于奥尔梯斯（Oltis）
[3]

 ，但是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它位于今天的伊索隆山。坎宁纽斯尾随敌人，在邻近的三座山丘上扎营，并开始在这个城市周围构筑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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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萨洛登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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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萨洛登纳姆，南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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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萨洛登纳姆，北方视角




乌克萨洛登纳姆所在的山顶台地的面积大约有81万平方米
[4]

 ，高出下方的平原180米。它位于杜拉努斯河（Duranius）
[5]

 以北，在河流与该城之间是一片平坦的平原。它的西面是被一个狭窄山谷分割出来的一系列山丘，东北面是一个面积较小的平原
[6]

 ，两者之间有一条峡谷。在这些高地上，坎宁纽斯扎下了自己的营盘，高度与遭到围攻的城镇相同。乌克萨洛登纳姆台地的西、南侧是高约42米的垂直石壁，东侧是一个平缓的山坡。在3个罗马营盘中，1、2号营盘没有修筑工事，因为从地形上看没有必要，而且乌克萨洛登纳姆的守军也不多，3号营盘修筑了工事，因为它易于被乌克萨洛登纳姆的守军攻占。通过参考地形，1、2号营盘的位置已经确定，没有发现任何墙壁遗迹。

蛮族害怕这里成为另一个阿来西亚，决心不会因饥饿而被迫投降，他们留下2000人守城，其他人马全部前往15千米外他们早已建好的仓库去搬运粮草。与此同时，留守部队向坎宁纽斯的营盘发动了花样百出的佯攻，打断了后者的工作。特拉丕斯和路克戴留斯计划用小车队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向城里运粮。但是，当路克戴留斯着手在夜间沿着地形陡峭、林木密布的小径，用驮畜将一些粮食偷运进城的时候，坎宁纽斯得到了哨所送来的听到车队走动的消息，这条小径可能在城北，路过3号营盘的西侧。坎宁纽斯发动进攻，缴获了整个车队。路克戴留斯被罗马人隔离在城外，无法与特拉丕斯合流，特拉丕斯留在补给营地对这场灾难一无所知，但他以为战友们已经回到城里。坎宁纽斯留下一个军团守卫营盘，自己率领一个军团和骑兵向敌人的补给营地进军。这个在低地上的营地使坎宁纽斯能够占领周围的山丘将守军团团围住。部署好人马之后，他下令全军居高临下扑向敌军，只付出了几人受伤的代价就全歼敌军，擒获了特拉丕斯。坎宁纽斯完成了包围城镇的封锁线，费边在完成了里杰尔河河北的工作之后很快就与他会师了，这给了他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工事并把守它。费边驻守面向城镇的一边，坎宁纽斯镇守另一边。

在此期间，恺撒将马可·安东尼和15个大队留在俾洛瓦契人的地盘上以保证他们安分守己，而他本人则巡视高卢，轮番造访每个地区，通过必要的恩威并施赢得了每个部落的衷心信服。在卡尔弩德斯人处，他下令将古德鲁亚都斯（Gutruatus）带到面前，据说此人是刚刚结束的叛乱的煽动者，在将士们的喧嚣声中以罗马的传统方式将其鞭挞和斩首。他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避免整个民族遭到血腥的报复。

从坎宁纽斯送的信中恺撒了解到了乌克萨洛登纳姆的局势，他命令奎因都斯·卡伦纳斯（Q. Calenus）指挥他自己身边的2个军团，命令后者以常规速度行军，恺撒自己只率领骑兵驰援坎宁纽斯。恺撒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现在兵贵神速是荡平一切反对势力的关键，当地人都很清楚，他在高卢的总督任期只剩下一个夏天了，他担心他们会认为只要能再坚持一个夏季就能摆脱罗马枷锁。因此，他决心对这群匪帮杀一儆百。

恺撒习惯于尽可能少把工作交给部将们来完成，而是尽其所能地亲力亲为。尽管他忙于处理高卢和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却依然坚持永远不要因为缺乏自己的监督而拖延军事行动。他的这种个人特性，可以追溯到他在高卢战役中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从一开始到最后，恺撒的天纵英才、从容不迫、世事洞明、沉着冷静、大胆和不知疲倦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抵达乌克萨洛登纳姆之后，恺撒就发现城中百姓拥有大量粮草，如果要攻克它，他必须截断水源。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条小溪（图尔芒特河）从城西的峭壁下流过，经由一条狭窄的深谷流走，因此无法使河流改道。恺撒的办法是在峡谷的某些地段布置投石手、弓箭手和远程器械，令汲水变得异常艰险，最终将敌人的汲水点限制在一个地方。

这个汲水点位于城镇与溪流之间，是靠近城墙的地方涌出的一股泉水（图上位置a）。恺撒认为他必须截断这个水源。他将盾车向城镇推进，依靠大量的劳动和不断的零星战斗，在面向泉眼的地方堆砌了一座土山，期间许多罗马人负了伤。他还着手挖掘地道来捣毁泉眼，地道向泉眼方向延伸了一段距离。这条地道、土山和攻城的遗迹现已被发现了。

城外的工事终于修到了泉边，罗马人在高达18米的土山上修筑了一座十层高的塔楼，罗马人能够在塔楼上投掷标枪来有效打击任何前来汲水的守军，几乎彻底阻止了敌人汲水。罗马人的塔楼比城墙低很多，所以无法攻击城墙。由于断水，城中许多居民和牲畜都渴死了。

被围困的军民怀着绝望的怒火，决心为拯救自己拼死一搏。他们聚集了大量的易燃物，包括牛油、沥青和松香，将它们装进木桶，滚向山坡下的罗马工事，同时他们向工事发动了决死突袭。历经艰辛才建成的工程迅速失火。为了反击敌人的突袭，也为了让部下能够更好地控制火势，恺撒命令各个方向都立即发动全面佯攻，在猛烈的攻势下蛮族赶忙退回城里，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方位最危急，故而担心罗马人会攻进城。这使军团得以扑灭了烈火，进而占据了一大片地面。

[image: ]
◎ 土山和塔楼




几天之后，罗马地道挖掘到了泉眼下方，改变了它的流向。因为坚信没人能接近泉眼，蛮族认定这是神明所为而非人力能及，在恐惧和干渴的驱使下，他们开门投降了。为了落实上文提到决定，恺撒下令斩断所有曾拿起武器的蛮族的手。两位前蛮族头领都被擒获和监押起来。为了免遭更悲惨的命运，特拉丕斯绝食自杀了。

与此同时，驻扎在德来维里人处的拉频弩斯将叛乱头子们送到恺撒手上，鉴于没有必要返回那里，恺撒就穿过阿奎丹尼亚行军，在那里接受了所有部落的臣服，之前克拉苏已经控制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这些工作占用了整个下半年的时间。当集结入驻冬令营时，4个军团——分别由马可·安东尼、盖乌斯·德来朋纽斯、部百流·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奎因都斯·图里乌斯（Quintus Tullius）
[7]

 指挥——留在比尔吉人处；2个军团驻扎在爱杜依人处；2个军团安置在都龙耐斯人处，靠近卡尔弩德斯人的地盘以控制沿海各部；2军团部署在阿浮尔尼人附近的雷穆维契斯人处。随后，恺撒本人前往普罗旺斯行省执行了国家公务，又回到了比尔吉人处的几个军团中间，并在纳梅托钦那（Nemetocenna）
[8]

 过了冬。叛乱不复存在，尽管还有几个流窜匪帮，但孤立无助的他们掀不起大浪。但是，恺撒不得不满足于高卢北部完全名义上的臣服。这个地区还有一鳞半爪的战争。在与沃卢森纳斯进行了数次骑兵冲锋之后，康缪斯沦为流匪。按照弗罗伦蒂努斯（Frontinus）
[9]

 的说法，他撤到了不列颠。在所有曾经反对恺撒的高卢酋长中，只有他和安皮奥列克斯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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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1到前50年的冬令营分布图




眼下，恺撒将时间花费在向高卢各部展示罗马联盟的优势方面，正如他向高卢各部展示了叛乱的恶果一样：


恺撒在比尔吉过冬时，他抱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即保持跟各国的友好，不让任何国家起战争的念头和有战争的借口。实际上，他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他即将离开行省的前夕，被迫纠缠到战争中去，这样便会在他一旦要带着军队离开时，在自己背后留下一场战争，高卢人会认为反正目前再没什么危险要担心，都高高兴兴地参加进去。因此，他用种种方法——向高卢表示敬意、馈送丰厚的礼物给他们的首领、不给他们增加新的负担等——顺利地使多次失败后筋疲力尽的高卢，在更加驯服的情况下保持着和平。


恺撒在冬末春初之际向意大利进发，顺便走访了远及山内高卢的沿途市镇，确认了他们的忠诚。他赢得了最崇高的荣誉和赞美。随后，他返回了纳梅托钦那，命令他的军团进入德来维里人的领土，并在那里对部队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检阅。在稳固的基础上摆平了高卢事务之后，恺撒前往拉文纳（Ravenna），以便在他的总督任期将尽时就近观察意大利事态。他留下拉频弩斯指挥全军，尽管有人提醒他拉频弩斯受到了他政敌的煽惑，但他依然对其深信不疑。

对军校学生们而言，高卢战役格外有意思，它们展示了恺撒是如何培养自己和他的军团的。他开始只是在少量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普通的军事训练，最后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将军，而他自己的经验令他能够上升到最令人惊异的高度。他的军团从未经战阵的菜鸟开始，到战争结束时成了相当于征服了世界的老兵。每个人都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相互信任和同袍之情令恺撒的军队所向披靡。

在这个积累经验的时期恺撒不可能不犯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的所有错误却都结出了硕果，提高了将军和军团的素质。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到恺撒的成功、失败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他的天纵英才是如何浮出水面的，他是如何在所做的事情上留下个人印记的，他的智慧是如何引导他将所掌握的一切应用到未来的举措上的。

对于这支军队的品行或道德品质，再高的赞誉都不为过。自恺撒以下，每个军阶的官兵都充分展现了军事美德。在组织和纪律，完成几乎任何工作的能力，承担危险和考验，坚韧和英勇的方面，恺撒的军队都是其他罗马军队的榜样，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榜样没有得到效法。不仅恺撒的军团将士，还包括辅助部队也都怀有同样的品质。全军将士不仅仅对恺撒舍生忘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恺撒自己的伟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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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骑兵（赤陶兵马俑）




尽管如此，恺撒大军的性质与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军团的崇高品质截然不同。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团的奉献精神、纪律和效率都非常出色，因为他们的兵源素质是无与伦比的。恺撒的军团同样出色，但这是因为恺撒一直在塑造和指挥他们。早期军团的纪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兵员的自律，而恺撒军团的纪律完全取决于恺撒本人。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恺撒军团的军纪往往松懈到糟糕的程度，但在战斗纪律的方面，他们是无与伦比的。

恺撒在高卢也有几位般配的对手，维钦及托列克斯、阿里奥维司都斯和维尔卡西味朗纳斯都以自己的方式堪称伟大领袖。他们被恺撒击败是很自然的事情。纪律严明、指挥有方的军队一定会战胜蛮族，结局不言而喻。尽管高卢战争并没有表明恺撒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汉尼拔那样，在与现存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对抗，却表明他面对的对手与亚历山大遭遇的大多数将军和军队旗鼓相当。绝对不能低估高卢人，他们采取的若干行动和进行的战斗是最高的水平，他们为自己的独立而从事了崇高的斗争，失败并没有使他们灰心丧气，被打倒之后，只要强敌转身离去，他们就会再次揭竿而起。他们绝非孱弱的对手，尽管恺撒的军队在所有方面都比他们的军队优越，但在动力和衷心的合作方面，他们肯定比只热衷征服事业的恺撒更加值得称道。

高卢被征服了，即使这位主子为了谋求更高的目标很快就放松了手中的缰绳，这个臣服的行省也没有再起义。零星的战争和战争的谣言还存在，但这些战争都是孤立事件，无关大局，地方长官就可以应付。在新领土的边远角落，如比利牛斯山、斯凯尔特河和海岸，某些部落实际上依然是自由的。时间安抚了他们。恺撒的工作是彻底的，也是文明的功绩。无论他的手法，或者说他的抽象权利有什么错误，就历史意义而言，高卢被征服都是必要的，这一伟大任务落在了像恺撒这样胸怀宽广、谨慎周到而且开明仁慈的人的肩膀上。




[1]
 译注：今法国普瓦捷（Poitiers）。



[2]
 译注：伊索隆山（Puyd'Issolu）。



[3]
 译注：今洛特（Lot））。



[4]
 译注：原文是200亩，按英亩计算是81万，按罗亩是25.2万平方米，具体是哪个数据存疑。



[5]
 译注：多尔多涅河（Dordogne）。



[6]
 译注：佩什代蒙特（PechDemont）。



[7]
 译注：这个人就是前文多次出现的恺撒的部将奎因都斯·图里乌斯·西塞罗（Quintus Tullius Cicero），著名演说家马可·图里乌斯·西塞罗的弟弟，尚不清楚作者为什么不按前文的习惯称之为西塞罗。



[8]
 译注：今法国阿拉斯（Arras）。



[9]
 译注：弗罗伦蒂努斯（公元40—103年），罗马军人和工程师，曾任不列颠总督，著有兵书《谋略》（Strategemation）。








第二十三章


恺撒的手腕

早已有人指出，恺撒受命出任高卢总督时，除了保护该省裸露的边界之外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授权。所有主管官员的权限都被局限于这个角色。恺撒时代的各国法律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承认，但是权利并不是对抗强权的合法性根据，在基督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罗马几乎没给蛮族部落什么权利，尤其是对备受疑虑的高卢人，因为他们多次将罗马推到毁灭的边缘。当时罗马是无法无天的世界，每个大人物都在为自己奋斗。恺撒就是在一所迫使他一切都屈从于自己的野心的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强大党派的代表，只有他个人的成功才能让他的党派成功。对他而言战争就意味着一支军队，军队无非是赢得权力的一种手段。当他前往高卢的时候，庞培显然是三巨头的领袖。有了恺撒这样一个戴着假面具的人，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与他的同侪一样，恺撒很快就意识到，无论他想赢得什么地位，都必须以争取罗马的唯一控制权为目标。如果没有战争和征服，他就无法获得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经验、名望和影响力。他的野心并非没有价值。眼前只有小目标的恺撒不会是伟人，他的手段之高超，与其目标之大不相上下。让共和国永远免于高卢人的侵扰，就是让高卢征服者成为罗马人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就像高卢人曾经是罗马人最畏惧的敌人一样，征服高卢是获得无法企及的名声的垫脚石。

恺撒是个幸运儿。从他一开始统治高卢，海尔维第人入侵事件就恰到好处地发生了，并在其发展进程中促成了事态的变化，最终以整个国度的征服为终点。依靠恺撒异乎寻常的好运气，一件接一件的事情肯定会接踵而至，这至少给了他扩展征服事业的权利的借口。海尔维第人的问题解决之后，爱杜依人恳请他出手帮助他们对付阿里奥维司都斯手下的日耳曼人。在这个问题上恺撒也可以断言，他只是在保护普罗旺斯的盟友。罗马人总会保护他们的盟友，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自己。恺撒基于类似的理论采取行动。高卢人公开感谢这位代执政官将他们从海尔维第人和日耳曼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是高卢人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遭到征服。

恺撒的下一步是为自己的扩张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很难证明他在比尔吉人中发动的战争行为是正当的，他通过列举普罗旺斯将遭受各种部落联盟入侵的危险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这些部落结盟不是出于进攻普罗旺斯的目的。同样的借口也把恺撒带到了莱茵河彼岸，继而深入不列颠，而且成了他所有其他征服活动的动机。无论这些借口有多么不合理，我们也在十九世纪看到了同样的征服过程，恺撒的目的是清楚和明确的，他的手腕高超巧妙，他的路线图始终如一，他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能力，能在公开场合为自己辩护，让法律站在自己一边，摆出一副正义的模样。他所做的一切都令自己受益，并且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他对一支献身于自己的军队进行了训练，并用军纪给予强化，此举令他成为罗马的主人。

这一切绝不是恺撒的耻辱。他做了其他几代领导人在罗马所做的。古老风范的罗马爱国主义早已消亡，没有了容易踏上荣誉与权力的腾达之路，也没有能够保证身居高位者的安全的其他手段。恺撒不能因为自私自利而受到责备，他也不应该被视为模范爱国者。从他自己笔下的《战记》来看，他从未达到华盛顿、古斯塔夫、汉尼拔的高度。对他来说“有奶就是娘”就是座右铭，一切符合他的利益的事物都是好东西。罗马在她风雨飘摇的时候需要恺撒来决定其命运。这样一个人近在眼前，而且他能够尽善尽美地进行他的事业，这当然不错。虽然恺撒对古代世界做出的贡献与拿破仑对现代欧洲的贡献一样大，但这两人都不能说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本能。

无论在政治方面如何批判恺撒，他身为一位伟大统帅几乎无可挑剔。除了对恺撒在警惕性和判断力方面的错误，以及他在如何自学打仗方面的特殊兴趣之外，对恺撒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战役中的军事行动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他在政策上犯的错误比战争上的更多。有时他对被征服民族慷慨大方，甚至宽宏大度；有时他比史上任何文明征服者更加残暴，而且是毫无必要、极不明智的残暴。自从亚历山大以来世界已经进步了，虽然今天被称为国际法的东西当时还没有成文，但它的某些原则已经确立，当它们与自己的征服计划相悖时，恺撒就会彻底弃之如敝屣。

在一位伟大统帅的工作中治国之道占有重要地位。总体而言，恺撒在高卢采取的政策是相当严酷的，严酷到几乎不能称其为政策，这是民事方面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既棘手又巧妙的问题。恺撒必须安抚一些部落，同时打击一些不友好的部落。他必须在毁灭敌人粮秣的同时为自己提供补给。为了打一派，他不得不拉另一派。他不得不唆使半数高卢人对抗另一半。对抗他的12个军团的是800万名高卢人。换用其他手段，他将寸步难行。就他的军事策略而言，他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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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的地形特征图




恺撒的策略高瞻远瞩、合情合理。当恺撒成为执政三巨头之一，高卢成为他的辖区时，普罗旺斯只是楔入这个国度的一个突出部。其西、北两侧的罗讷河边界上居住着盟国百姓，东部山区的危险来自一些躁动不安的部落。恺撒不会失去这个突出部的优势，更不会失去它给予他集中力量采取行动的优势。他针对海尔维第人的首场战役是为了保护这个突出部的右翼，而且达成了目的，对于确保深入高卢北部和西北部时的后方安全，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一点向北，只要莱茵河左岸的高卢各部不敌对，那么莱茵河、侏罗山和沃塞古斯山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前进的罗马军队的右翼；值得注意的是，恺撒早期从事的一项工作是通过友善的对待和有效的保护令尽可能多的部落成为他的坚定盟友。当他不能通过谈判迅速达到目的时，只能诉诸严酷的手段。在实施征服计划的过程中，恺撒沿着阿拉河和莫塞河乃至更远的萨比斯河拓展他的突出部，然后翻越这些河流西侧的分水岭，沿着塞广纳河及其支流是马特隆纳河和阿克松奈河河谷，绝对安全地顺流而下。恺撒不仅保证了毗邻部落的友谊，在他们中还保留了几个工事坚固的营盘作为额外保护措施。

穿过行动路线的阿克松奈河为恺撒提供了一个前进基地。从普罗旺斯境内的第一个基地到阿克松奈河畔的第二个基地之间的路线，是沿着阿拉河和莫塞河走向的。一旦掌控了比尔吉人的地盘，只要他能够适当保护好自己的后方，同时谨慎地囤积粮草或者确保友好部落交付粮草，恺撒就能够从这里安全行军，甚至远征不列颠。征服了比尔吉之后，他可以安然转向高卢西南角向阿奎丹尼亚进军。恺撒充分证明了中央进军路线的大战略的优越性。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汉尼拔都没像恺撒那样显示出对战略问题的清晰把控。值得注意的是，恺撒事业中最艰难的是他需要依靠盟友或征服与盟友毗邻的部落来在这个中央突出部立足，他面临过的最严峻的危险是守护着他的行动路线的爱杜依人加入了同胞的造反事业的时候。但是，当恺撒掌控了这个突出部之后，就能够把战争行动降低到单个、孤立的战役基础上。这些行动确实困难，但只有它们威胁到他建立的军事构架时才是真正危险的。

从对海尔维第问题的审慎处置到阿来西亚之围的出色指挥，每场战役都适当地得到了点评。

作为一位罗马将军，恺撒通过不断进攻实现了罗马征服世界的理想。在研究恺撒的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将军的地位，当时罗马的军事正值巅峰；至于士兵方面，罗马民兵中一切最好的东西早已消失无踪了。恺撒的军团将士在各方面都是职业军人。恺撒发动战争始于针对海尔维第人的一次防御行动，之后他总是在发动进攻，尽管在《高卢战记》中，他经常不遗余力地说服读者，他总是挨揍受辱的一方。如果他采取守势，那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就会恢复攻势，咄咄逼人地高歌猛进。

与所有爱兵如子的将军一样，恺撒更青睐在天气宜人的季节作战，冬季则躲在营房里，但不止一次的战例证明他也能够在冬季开展行动。在冬令营中，他相当审慎地维持军纪，而且让他的手下忙于勤务。维松几阿的恐慌是绝好的教训，他从中受益良多。好学不倦是恺撒最令人钦敬的品质之一。

恺撒不知疲倦地搜集信息以便制定计划。信息往往难以得到和不可靠，但是他孜孜不倦地进行搜罗，不断出动他的部分高卢军官和骑兵，利用盟友部落的间谍在敌人阵营内部拉帮结派，他也利用逃兵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如果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信息，恺撒会开展武力侦察。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恺撒对日耳曼和不列颠的首次远征。在其他立场上看，这些行动不能视作军事行动，而且就像首次渡海入侵不列颠那样，武力侦察不应该危及军队或指挥官的个人安危。

恺撒的兵力一贯比敌人少，但是兵力劣势没有亚历山大那么大，更不能与汉尼拔在整个军事生涯中遇到的敌军优势相比。除了数量，恺撒其他方面都比敌人强大得多，尤其在自信和工程能力方面。他的军团将士什么都愿意承担，什么都能干。在聪明才智方面，他们就是扬基佬（Yankees）
[1]

 。恺撒不愿意将盟军与他的军团混编在一起，他雇佣的当地步兵主要充当弓箭手和投石手，他的骑兵完全是本地人。他惯于集中兵力作战，如果分兵行动，也都是短期行动，很快就会散而复聚，这几乎是对军事能力的统一考试。恺撒会在敌人麇集之前就着手各个击破，他往往会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行动的敏捷抵消了兵力弱势。他理解拿破仑的名言：“神速即增兵。”

恺撒会精挑细选打击的目标——最重要的战略要点，或者通常是敌人的军队。在针对比尔吉人的战役中，他奔向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反罗马联盟的雷米人，通过阻止他们再度确保了一个次要基地。他选择最短的路程进军。公元前52年，敌人在启本那山脉和里杰尔河上游之间集中了兵力，恺撒的军队位于塞广纳河和马特隆纳河之间，他与军队会合，将其牢牢掌握在手里，随后从阿及定古姆出发，途经钦那布姆径直杀向敌人。需要分兵时，恺撒通常很谨慎，以便随时能再次将军队主力集结起来。在对文内几人的战役中，军队经常分为多路，其中拥有六个军团的两支部队由他和提多留斯率领，部署在易于集中的地方。

恺撒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基地，这一惯例并不适用于他的首次不列颠远征，但是在第二次，他将半数骑兵和3个军团留在高卢海岸作为中间基地。在公元前52年的全面暴动期间，普罗旺斯是他的首要基地，由路求·恺撒指挥的22个大队驻守。次要基地在友好的雷米人的地盘上，第一、第二基地之间的交通线沿着阿拉河延伸，途经同样友好的塞广尼人和林恭内斯人的地盘，并且得到了途中的维松几阿的保卫。为了确保沿着里杰尔河的另一条交通线，恺撒派拉频弩斯率领2个军团（后来增加到4个军团）留在固若金汤的阿及定古姆。即使这些部署也只是勉强挽救了他。在不列颠海岸的设防营地的保护下，他离开了舰队，这是他从自己的不幸经历中学会关心基地的一个简单战例。

恺撒总会尝试诱使敌人分兵。在与比尔吉人的战争中，他派遣爱杜依人攻打俾洛瓦契人的领土，因此轻易就将这个强大的部落从反罗马阵营中分离了出来。他的分兵构思严谨，时机精准。当他通过渡过塞本尼斯河（Cebennse）来调动维钦及托列克斯前来迎战自己，并且得手之后，他本人驰向自己的军团与之会合，恺撒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向敌人隐瞒他的真实意图的艺术大师，这是汉尼拔风格的智谋。

恺撒爱兵如子，但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都不遗余力。他的后勤良好，与后来的战役相比，他在高卢展现了粮饷和武备方面更多的远见。他从与他结盟的邻近部落手中获得口粮，让受罗马保护的部落以提供粮秣为代价，战败的部落总会受到缴纳粮食的惩罚，因此他很少陷入缺粮的窘境。他尽可能只在草料充足的时候才开战。他的行军队列后面会跟着一队驮载货物的牲口，除了士兵自己背负的物资之外，还运载一些货物。

罗马的拿破仑——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谈到，罗马人的战争体制相比其他民族拥有三重优势：对决定性要点的控制、设防营寨的修筑和破坏敌人的联络。占领决定性要点开启战役，使军队处于赢得胜利的得天独厚的位置；罗马人的设防营寨是一个移动堡垒，它对士气的影响是胜利的有效保证；通过切断敌人的联络迫使敌人转移阵地，在不利的处境下作战或投降。

恺撒尽可能通过友好或至少中立的领土前往决定性要点。如果恺撒必须穿过敌人的领土，那么他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保护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在恺撒从阿及定古姆前往别都里及斯人的地盘的行军途中，他没有置后方的维隆诺邓纳姆于不顾，而是一定要占领它以保持与拉频弩斯的联系。恺撒将决定性要点描绘为具有许多优势的要害，最重要的是打开和管控进入敌人国度的入口。在上文举例的行军过程中，这样的地点是钦那布姆，那里有一座跨越里杰尔河的桥梁。为了迫近维钦及托列克斯，恺撒必须将其掌握在手里。在针对比尔吉人的战役中，恺撒一渡过阿克松奈河就进入了敌人的领土，因此他设在阿克松奈河畔的营盘就位于一个决定性要点上。在向海尔维第人进军的途中，渡过罗讷河之后，恺撒就在这条河与阿拉河的拐角处安营扎寨，这里还是友好的爱杜依人的地盘，从这里他可以随时打击敌人，这就是决定性要点。

目前还不清楚恺撒是否在自己的部下中对他的计划大力强调保密。即使是汉尼拔对于自己的部将也选择保密，令他们觉得高深莫测。亚历山大也乾纲独断，但这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因为他的君主身份，赫淮斯提翁（Hephaestion）对他的每个决策都了如指掌
[2]

 。恺撒在执行计划和保密方面十分出色。恺撒认为，执行计划的神速与保密一样重要。

一位统帅的才干很大程度上必须由其对手来衡量。恺撒在高卢的对手绝非泛泛之辈，阿里奥维司都斯是个有着非凡才干的人，而维钦及托列克斯近乎天才。他们都与恺撒一样能意识到决定性要点的价值。尽管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一门科学，而恺撒在对付他们时所依靠的诀窍，与其说是保密，不如说是他的行军速度和军团的纪律。

确保了决定性要点就可以寻求会战或向一个城镇发动进攻了，抑或采取一些行动来迫使敌人采取能让他获胜的行动。恺撒更青睐在开阔地进行野战，因为这样的胜利往往会导致许多城镇落入他的手中，或令他夺取它们更加容易。如果敌人部队回避野战，他就会被迫放弃会战而诉诸围城或封锁。

恺撒确实会谋求进行会战，高卢战役中很少发生激战的事实表明，罗马军团远比它的任何当面之敌都强大许多，失败往往仅仅是由恺撒麾下的本地骑兵造成的。

当恺撒在敌人面前扎营备战时，他会谋求引诱敌人出营会战，这样他就能取得胜利了，他可以通过追杀来扩大战果。如果敌人不上当，高挂免战牌固守不出，那么他就只能被迫发起强攻。他会用秘密的强行军迫近敌人，在距离敌人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并且在次日试图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就这样，他迫近了阿里奥维司都斯，对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也是如法炮制。有时候，恺撒会在开战前夜靠近敌人，如果有障碍物的话他会躲在障碍物的背后，在敌人不知不觉之中轻松扎营，如果他需要在开战之前得到更多信息，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偶尔也会在距离不远的地方扎下两个营盘。

确定扎营地点之后，恺撒会严密管控自己的交通线，并试图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从一开始，他就更加关注自己的交通线，后来他表现得更有闯劲，更依赖于敌人的惰性。当阿里奥维司都斯迂回他的侧翼时，恺撒立即采取了守势，只派遣一小队人马压迫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侧翼。在不列颠，卡西维隆弩斯向恺撒的交通线进军。维钦及托列克斯通过煽动恺撒后方的爱杜依人造反来切断正在及尔哥维亚的恺撒的后路。在高卢战役中，恺撒的行动有时缺乏战略主动性。我们看不到他后来所采用的大幅度迂回运动来压迫敌人的交通线，他只是单纯地确保自己的交通线并为之开战。他以围攻城镇的方式干扰敌人的交通线，而不实施机动，这是因为内战前的恺撒缺乏自信而产生的谨慎。

恺撒在野战中获胜时，除非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否则他一贯会率领骑兵奋勇追杀，但很少与军团进行追杀。真正能追杀到敌军的只有骑兵。没有人像亚历山大那样进行无情的追杀，直到拿破仑横空出世，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胜利。恺撒敏锐地利用政治上的机会轻而易举征服敌人，迫使他们提供粮食和交通工具。他规定他们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获胜之后，当危险消散，他会将军队分散开，通过让军团突然在许多地方同时出现，更有效震慑被征服民众的心理和意志。

收获了夏季战役的硕果之后，恺撒进入坚固的冬令营息冬，作为这一年工作的最完美收尾。他避免因照顾军团而消耗普罗旺斯行省。他的冬令营已经习惯于设在屈服于罗马军威、受制于罗马枷锁的新征服部落的地盘上，并由他们提供日常补给。战胜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后，冬令营设在塞广尼人领地的东部，大约在物产丰富的维松几阿附近，不远处就是普罗旺斯；与此同时，恺撒威逼比尔吉人，并且确保塞广尼人安分守己。公元前57年，他在里杰尔河下游建造冬令营，当时克拉苏已经习惯于当比尔吉人的主子。塞广尼人需要在提供补给品之后休养生息，雷米人一直站在恺撒一方，比尔吉人元气大伤，爱杜依人及其邻居是友好的盟邦。此外，恺撒希望看到他在东部的胜利对西部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需要动武来征服西部部落。在公元前56和前55年的冬令营是参考了不列颠远征的经验而建立的。公元前54年这场远征之后，他在海岸附近建筑了冬令营，但是由于后来的歉收而将冬令营散布在广大的区域。由于军团分布太广，他收获了惨痛的教训，在公元前53和前52年，各军团聚集，相距很近，比如在阿及定古姆就驻扎了6个军团。

当恺撒走霉运的时候，他的精力明显更加旺盛。他特别注意和防止部下士气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最大程度利用他的如簧之舌，让部下相信他们没有被打败，转向另一个战场，以加倍的精力败中取胜。及尔哥维亚战役后他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的整个战役中，恺撒表现最好的一次是在一场反攻之后，我们将在内战中遇到这方面最显著的战例。

据说，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大相径庭，以至于人们无法从基督纪元之前的统帅的伟大事迹中学到什么。但是，我们对恺撒的评价用在今天就是对最优秀将军的高度赞扬。当我们不是从表面上而是从最深刻层次的意义上研读古老战役时，它们向我们传达了中世纪以来最杰出的统帅们能传递给我们的同样广泛的教训。艺术家在现代工作室中研习古代大师的技能，从那获得灵感，战争也是同理，没有什么比研究古代统帅的战绩，认真探究让他们这般行事的原因更能培养军人的性格品质了。每位伟大将军都曾坦承他们从古代军人那里受益良多。




[1]
 译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人们把服役于美国殖民地军队里的新英格兰人称为“扬基人”。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在康科德（Concord）战役首次击败英国人，并开始自豪地称自己为“扬基人”。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南方人把去南部的北方人，不管是政客、商人，还是军人、律师，一律统称为“扬基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派兵赴欧参战，欧洲用“扬基人”统称所有的美国人，即“美国佬”之意。在这里，扬基佬指南北战争中的北军。



[2]
 译注：赫淮斯提翁（约公元前356—前324年），马其顿贵族阿明托尔之子，因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挚友而名垂青史，他的离奇死亡令亚历山大悲痛不已。








第二十四章


恺撒的军队

《汉尼拔战史》一书描述了早期罗马军队的战术阵型。自从布匿战争以来，这种战术阵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一些是由马略或恺撒在其战争中引进的，至于武器、装备和细微战术，罗马士兵的意图和目的与汉尼拔时代的并无二致。他们依然佩戴头盔、胸甲和右腿上的胫甲，拿着长矛、盾牌和短剑，但在品格、素质和纪律方面已不再是那个时代的优秀公民战士。如果他是罗马人那就是职业军人，如果是外国人就是雇佣兵，他就是由长官造就的产品。军官们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个军团的6位军团指挥官不再是因为他的军事素质或长期服役而获得任命，而是因为政治或社会地位，抑或出于他与将领的情谊。

罗马人最初的战术小单位是百人队（century），上一级是包含2个百人队的支队（maniple），再上一级是由3个支队——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支队——加上若干骑兵和轻步兵编成的大队（cohort）。但是大队徒具虚名而已。在恺撒的统治下，大队不再是古代那样，而是演变过程传承有序的作战单位。它只按照细微的区别进行分割，实际上是军团的战术单位，所有机动都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的。每个大队中的三个等级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从波力比阿到维吉提乌斯（Vegetius）和奥诺山大（Onosander）记载的罗马战术和组织都颇为古怪，都没有记载恺撒的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队的确切编制。某些段落中增添的几个词汇揭示了我们在解释这些作家的记述时遇到的困难。由于波力比阿遗漏了某些著名地点的名字，引发了对于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的无休止的争执，因此对于恺撒军团的组织细节，所有研究战术的拉丁作家在解释上都有一定的疏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吕斯托、戈勒和斯托费尔都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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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大队




按照吕斯托的观点，大队中的各个支队肩并肩地列阵，而戈勒认为是前后布置的。貌似各大队站成一条横排更为可能，这样一来史料中对于机动或详或略的相关描写就更易理解了。戈勒的阵型布局倾向于更多的纵深，然而随着光阴荏苒，战线的纵深变得更浅而非更深。如果它们横向列阵，各支队会从右向左排列：方阵兵（pilani，古代的预备兵）、壮年兵、青年兵。这些区别也在逐渐消失。

与汉尼拔对阵的大队由3个支队或连（company）组成，每个支队包含2个百人队或排（platoon），各个支队前后排列，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之间有间隔，骑兵和轻步兵排列在适当的地方。恺撒用于征服世界的大队是一个下辖3个支队的作战单位，每个支队下辖2个百人队（ordine），各个支队横向列阵，中间没有间隔。支队下辖的2个百人队前后排列，前面的百人队分为5行，后面的百人队也有5行。如果大队排成8行，那么它下面只有4个百人队。

恺撒军团的正常人数不能用布匿战争中军团的精确数字来评判。有时候它有5000乃至6000人，在法萨卢战场，它们因不断消耗而减少到平均只有2750人。吕斯托解读了不同的权威史料，给出了军团的平均作战兵力—3600人。戈勒出具的数字是4800人。后者可能更加接近正常兵力，而在战争期间经常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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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的大队




每个军团由10个大队组成。如果每个大队有360人，纵深10行，则每行会有36人。如果8行纵深，则每行45人，这种阵型似乎不是常规，尽管在法萨卢就是这样排列的。如果这36名士兵以密集队形行军、阅兵或发动纵队进攻，那么每个人会占用0.9米宽、1.8米深的空间，每个支队之间的间距为1.8米，大队占据的空间会是正面宽36米、纵深18米。如果排成宽45人、深8人的方阵，密集阵型的大队的支队之间间距为2.25米，它的正面会宽45米、深15米。

但是，0.9米宽的正面不足以让一个军团士兵投掷短矛、挥舞短剑前进。因此，还有在开阔战场战斗的阵型。解决方案是处于奇数战位的士兵向前走0.9米以获得挥舞武器的空间，更有可能的是让每行的士兵以站在中央的士兵为基准，向左或向右散开，以获得需要的空间，这样就将大队的正面宽度增加了一倍。关于后一种假设，在摆成密集队形时，各大队之间的间隔必须与其正面宽度相等，以便为开战做好准备，这样在进入开阔战场时，士兵可以散开完全填补大队之间的间隔。

采用8行纵深的紧密队形时，加上大队之间的等于大队正面宽度的间隔，大队在采用松散和紧密队形时，会占据正面宽90米、纵深15米的空间。采用10行纵深，间距等于正面宽度时，大队会占据72米宽、18米纵深的空间。

吕斯托经计算认为，军团的平均现役兵力为3600人。在伊莱尔达（Ilerda），恺撒告诉我们，在一条今天已经确定位置的山脊上，其宽度足够容纳3个摆成一条横行的大队。据吕斯托所言，这条山脊宽度为108米，这样大队之间没有间隔的话，一个大队的正面宽度为36米。但是，随着山脊向下降落到平原上，它的实际宽度是不同的。这会使计算的结果失效，尽管他的推导结果距离准确不算太远。我们可以公正地假设，恺撒的无间隔大队的平均正面宽度为36到45米，并且在他的历次战役中，大队人数一般不超过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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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人的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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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人的支队




每个支队有2名百人队长，一个资深、一个历浅，每名百夫队长以下还有1名副队长。与我们的连队军官一样，他们都徒步执勤。大队的资深百人队长就是大队指挥官
[1]

 。然而，与现代军队的士官一样，百人队长不可能被擢升到自己的军阶以上，尽管他们的职责与士官相似，但在指挥方面，他们更接近我们的连长而非中士（sergeant）。他们在军团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大队、军团的军乐和旗帜与布匿战争时期非常相似。每个支队都有一个标帜，每个大队都有一个鹰帜。辎重包括行李车队（impedimenta）和士兵自己的行囊，西塞罗说除了盔甲武器还有20公斤负荷，这可能是最大负荷。随军商贩（mercatores）是唯一能使用车辆随军行动的人群。帐篷由皮革制成，3米见方，每个帐篷可容纳10人，其中2人可能会外出执勤。每位百人队长都有单独的帐篷，随营者必须有住处，高级军官有奴仆，拥有比下属更多的帐篷。吕斯托估计，一支3600人组成的野战军团拥有520匹驮运用骡子，平均每7人就有1头牲口，用于驮载筑营工具、帐篷立柱和钉子，以及常用行李。这就是辎重车队的一切，距离真实情况不太离谱。马略发明了一种分叉的杆子或棍子，称为马略之骡（muli Mariani），以便于携带行李。捆扎好的口粮、衣服都绑在它上面，再扛在肩上。每次发放的粮饷够用15天，都是未经研磨的麦粒，重约8公斤。其余的装备、铠甲等等，重量是粮食重量的2倍多。西塞罗的估计被认为偏高了。

[image: ]
◎ 马略之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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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装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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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战斗的军团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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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一线的军团




旧时代的盟国军团全部消失了。一个军团不再意味着一个罗马军团加上一个盟国军团—1万人。它仅仅意味着由10个大队组成的团体。取代盟国军团的是一支比从前更庞大、武器装备与军团士兵相似的部队，但装备较为轻便，还有更多弓箭手和投石手。轻装部队不穿铠甲，只穿皮革上装，携带一个小圆盾（parma）而非军团士兵的长圆筒形盾牌。弓箭手和投石手完全不穿铠甲。

每个军团有6名军团指挥官（tribunes），每2人分为一组。每组执掌军团2个月，2名指挥官轮流值日一天，这种古怪的罗马指挥风格只在罗马人中有效，而且没有破坏纪律观念。4名不执勤的指挥官发挥着今天军需官、物资专员、军营助理之类的职能，他们都骑马执勤。为了确保每个军团不会因分割指挥权而受到负面影响，一位副将（legate）会受命行使最高监控权。后来，恺撒让副将担负了实际指挥权，在副将的领导下，两位当值的军团指挥官大概扮演着今天一个旅的参谋长或副官的角色。

恺撒军团的总参谋部的构成如下：


副将，由元老院指派给执政官，置于他的权威之下。他们是将军级军官。恺撒的每个军团都有一位副将。这是他们第一次明确获得这样的职责。



财务官，负责一个行省或一支军队事务的官员。财务官相当于一种负责军需的将军。



主帅亲兵（contubernale）和主帅随从（comitespraetorii），他们是志愿担任主帅助手的，如果他们数量多，就会成为高官的卫队。



扈从（cohorspraetoria），包括校尉、秘书、典礼官、间谍、仆从和勤杂人员。



侦察兵（侦察官），在行军途中充当前锋和侧卫，每个军团有10人，他们通常被派去实施侦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具体的做法是出于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



卫队，有时是一小队骑兵，但多为留用老兵，即完成了志愿服役年限，而依然留在军中志愿效力的老兵。尽管他们是步兵，但也有马匹和仆从，他们备受尊敬，在将军身边当差，被安置在需要信任的岗位上。



工程师（fabri），由工程主管（praefectusfabrorum）管辖，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们。他们负责维修武器，修筑桥梁、工程土山和塔楼，通常做军队的工程工作。恺撒手下有一些非常能干的工程师。



旗前精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干需要技能和经验的精细活的时候，会从每个大队中都选拔出少数人组成专门部队。他们不背行李，常常从他们中选拔百人队长。但是，旗前精兵大概会像他们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在每个支队中排在前二行来保护位于第二行的标帜，他们占整支部队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就像在伊莱尔达发生的一些事件促成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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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二线的军团




恺撒的军团士兵的军饷是每年225第纳尔（denarii，折合40美元），大致相当于日工的薪水。他的口粮、服装还得从军饷中扣除，但是战利品和赏赐大大增加了士兵的收入。关于口粮有多种说法，比如每个月有1—3配克（pecks）
[2]

 小麦或其他谷物，可能还会补充牛肉，如果筹粮队能找到的话还会供应水果和蔬菜。

军团进攻时采用二线（acies duplex）、三线（triplex）乃至四线（quadruplex）阵型。在二线阵型中，每条线有5个大队，以棋盘型列阵。在常用的三线阵型中，第一线有4个大队，其他两条线各有3个大队，也是棋盘型列阵。许多评论家认为，采用战斗队形的大队之间的间隔与大队的正面宽度相等，尽管在布匿战争时代确实如此，但恺撒时代是否还是这样的间隔却有存疑。大队之间存在间隔是确定无疑的，尤其是士兵们以密集队形展开，士兵之间间隔0.9米的时候。但是，大队的间隔与大队的正面宽度相等的梅花阵依然在战斗中存在，随着间隔的逐渐减小，梅花阵逐渐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它们的确切样子，它们可能已经在训练条令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并且被用于阅兵，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它们往往被减小到最低限度。从前的史学权威做出的相关陈述所能提供的最佳解释似乎就是本文已经出具的解释，也就是说采用密集队形（士兵间距0.9米）时，大队的间隔等于大队的正面宽度；在开阔地上或采用战斗队形（士兵间隔1.8米）时，大队间隔被完全填满。由于第三战线往往被保留下来充当预备队，而且采用密集队形，采用战斗队形的军队只部署前两条战线，所以大队之间没有间隔，而第三线大队的间隔等于其正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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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三线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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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的军团




大队组成的战线的间距大约是45米，尽管关于这段距离也颇有争议。按照这个数字，对于大队排成八行纵深的三线军团，它的纵深大约为135米、正面宽度为315米。这样一个军团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而它的机动性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保证。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平均每米正面有28人，布匿战争时期和恺撒时代的军团则是11人，现代军队差不多不到7个人。

一支排成三条线、拥有7个军团的大军，即大约2.5万人的野战力量，会拥有略少于2.3千米的正面宽度。

罗马军团的防御阵型是一线横阵，或者采用方阵（aciesquadrata）或圆阵（orbis）。一线横阵通常用于防御营盘或胸墙工事，没有必要加厚纵深。预备队用于守卫营门或发动突击。壁垒上部署五行没有间隔的守军，后五行布置在墙根底下。有时壁垒上只部署两行，其他三行部署在后面做预备队，同时后面五行以类似方式部署在前方战线的背后。在通常的防御线上，每人占据1.8米宽度，或者只有一行纵深，而假设百人队长不站在战线上，每个支队防守64.8米宽的正面，每个大队占据129.6米正面
[3]

 ，每个军团占据1296米正面，即0.8英里。有时为了在战场上抵御敌人的进攻而采取单线部署，但大队的战线依然保持在大约36米宽，由于大队之间的间隔已经填满了，每个军团的战线则有360米宽。我们不知道圆阵有多大，它是为了在战场上抵御完成合围、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而排布的。为了抵御这样的进攻，各大队会在相当于我们的空心广场的地方集结。较小的部队可能会结成圆阵，使用他们的盾牌，投出他们的长矛，偶尔使用短剑肉搏。如果不是史料对空心方阵也有描述，我们也应该相信圆阵也是同样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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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三条战线的七个军团




排成三线阵型的军团很容易变成方阵，具体办法是，第1、2、3大队面向前方，第5、6大队面向右，第4、7大队面向左，第8、9、10向后。圆阵（orbis）一词可能源于一种自然习惯，就是将一个方阵的四角抹平，使之更易于防守。很难想象一个军团会采取部署成任何接近真正圆形的阵型，然后再度展开成线形。它可能是一个不规则的半方形、半圆形，根据地面的起伏和条件的需要而排成防御阵型。

军团偶尔还会排成四线阵。第四线用于保护侧翼，可能包括几个大队与主阵线形成一个夹角。恺撒在法萨卢就使用过这种阵型。

辅助部队按照同样方法受训。他们没有大队编制，就像旧时代的轻步兵那样被用于维持军团的战术队形。弓箭手和投石手都是散兵，没有明确的战术位置。

在骑兵部队中，由32个骑兵组成的中队是基本战术单位。它组成正面8人，纵深4人的队形。有人认为，每个中队还有呈方格型布置的3名十人队长，各负责一行骑兵。骑兵中队大致呈12米见方的队形，粗略估计每个骑兵占据1.5米宽、3米深的空间。12个中队组成一个团（ala，本意为“侧翼”），它可以组成两条（或者三条）战线，即每条战线长132米（或84米），中队之间的间隔等于中队正面宽度，骑兵之间的间隔比步兵更不可或缺。骑兵由骑兵统领（praefectusequitum）指挥。在经常有骑兵行动的更大部队中间，我们必须猜测骑兵们采用的阵型。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骑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人民为军队提供装备的习惯，这是罗马人的经验和军队的需要所改变的。确切地说，恺撒手下没有骑兵，他们都是从高卢人或者日耳曼人中招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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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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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两条线的骑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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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三条线的骑兵团




行军序列（agmen）很快就形成了，他们可以按照行军的顺序向右或向左面对军团。在行军队形中各个大队首尾相接，如果向右转，大队中支队的行军次序是方阵兵、壮年兵和青年兵支队，如果向左则次序相反。在面向左或右侧行军时，大队的侧面会成为队列的正面——正面只有8或10人——由于士兵们会以舒适的0.9米宽度行军，只要让侧面的士兵披挂整齐，大队正面宽度就可以缩减到7.2或9米宽；通过让每个占据偶数战位的士兵站到旁边的奇数战位的战友身后，正面宽度会再次减小到4.5米或3.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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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队行军纵队




这是一种“四列或五列纵队”，被称为支队行军纵队（manipulatim）。以支队行军纵队行军的军团会面向任何方向重新组成横队。

军团可以以百人队为单位组成行军纵队（centuriatim或ordinatim），左侧或右侧的支队直着走，其他支队逐个按序跟进。按这种行军顺序，每个大队按照百人队的常规顺序行军，最前方是第一方阵兵百人队，随后是第二方阵兵百人队，再往后是第一壮年兵百人队、第二壮年兵百人队、第一青年兵百人队、第二青年兵百人队。换句话说，各个百人队按次序首尾相连。如果这个纵队只有野战兵力，它的正面会有12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它可以排列成“六列纵队”。完整宽度的纵队只会部署在开阔原野上，能容纳这么宽纵队的道路寥寥无几。

[image: ]
◎ 百人队行军纵队




与现代一样，纵队通过相反的方法会迅速再次组成横队。有时候队列是向左而非向右展开的，例如当危险局面会暴露右翼的时候，由于士兵左臂执盾，没有盾牌保护的右翼被认为是弱侧或开放的一侧（latus apertum），因此，部队走出狭窄小径，从其出口展开的过程中，纵队可能在正面向左展开，后面的大队或百人队在前方单位的右侧，开放的一侧就不会被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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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线右移




每个行军中的士兵占据的空间前后距离是1.2米。当一个野战大队（360人）以纵队行军时，如果采用百人队行军纵队、正面完全展开，会长达36米，正面宽度减半则长72米。如果采用支队行军纵队，士兵之间保持0.9米的短距离，它的长度会是32.4米。如果纵队拉长到士兵间距1.2米，采用全正面宽度，其长度会是45.6米，正面宽度减半的话，长度为91.2米。似乎不太可能将纵队长度拉长到超过战线所需的长度，当时的行军队形是由道路状况来决定的，保持纵队一成不变毫无疑问是很难的。

军团可以以线阵（aciesinstructa）、纵队阵（agmenpilatum）和方阵（agmenquadratum）行军。线阵行军只在战场上进行，它利弊并存，与今天一样，只在对方没有远程火力的情况下才采用。如果一个摆成三条战线的军团在战场上右移，还要维持战线的话，就只能这样做，全军整体向右转，以三列纵队去往想去的地方。停顿一下之后，战线又分为三条。这让一个军团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就改变它的位置。

如果战线在复杂地形上展开就可以采用侧翼纵队（cornu）行军。右翼是第1、5、8大队，中央是第2、6、9大队，左翼是第4、3、7、10大队。每个大队都侧向行军，以侧面为正面，就像我们的连队的右转弯。停下来之后，每个大队的侧面都抵达适当位置，然后向右转展开成战线。

采用纵队行军时，大队按序号（第1—10大队从右到左）首尾相接。因此，当军团采用百人队行军纵队行军时，大队间隔6米，则总长420米，如果长度翻倍，则是780米。

据吕斯托估计，辎重车队有520匹驮畜。12米宽的地方，可以让8匹驮畜并排前进，这样就有65行；如果每匹牲口身长3米，则车队长达195米，如果在6米宽的道路上行军，车队长度会翻番到390米。因此，一个有着3600人的军团及其辎重车队的行军长度，会略少于600米，如果长度翻番，会长达1200米。如果一个军团以“五列纵队”采用支队行军纵队，这些大队会总长900米，加上辎重车队会更长一些。在路况糟糕的道路上会长达1609米。

[image: ]
◎ 整个侧翼变成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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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军方阵




如果遭遇敌人，或摆开战线，部队会像现代军队一样，接受排成纵队或恢复战线的训练，还有右翼或左翼向前或向后行进。一个军团在操场或战场上机动，原则和操作上都与我们的如出一辙，变化主要与罗马战线的更大纵深、武器差异和缺少火炮有关。我们内战
[4]

 时期的一个旅（brigades）进行机动时，会摆成一列营（battalion）纵队，正中央的那个营兵力加倍，这与军团行军颇为相似。

罗马军团遭遇敌人时也要行军，当地形允许时军团会采用一种方阵，部队有前锋、后卫，辎重车队在中央，车队两侧还有侧翼纵队。方阵会迅速排成军团战线。第1、2、3大队保持直行；第5、6大队组成前方的左纵队，以便在进入战线时向外展开；第4、7大队形成战线的右纵队；第8、9、10大队在后方排成一队，然后大队或支队打散前往后方，跟在辎重车队后面。这些最后方的队伍，按这样的序列行军，随时准备形成后卫线并完成方阵的组建。

因此，辎重被包围在军团中央，它的长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行军方阵的阵型。我们听说，罗马军队以这种队形在我们所知道的非常崎岖的地形上行军。当地上树林茂密或遭到砍伐时，我们不能假定罗马军团还按照这种队形行军。

恺撒用术语来描述这些机动，就像著述一部战术书一样精确。罗马的“训练条例”是由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只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但是依然有许多小问题没能弄清楚。

没有辎重的400人骑兵团以骑兵中队为单位行军，正面宽12米、纵队长约150米。辎重车队大概会增加一半长度。在道路狭窄的地方，骑兵中队的长度也会翻番，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它们一定会被迫减小正面宽度而拉长纵队。一支拥有4000名骑兵的队伍——如恺撒在高卢拥有的那支——加上辎重，以一列纵队行军，长度会将近2300米，如果长度加倍会将近4500米。

所有的这一切自然都遇到了战场上每支军队所遇到的同样困难。越是林深树密、崎岖破碎的土地，就越不可能准确遵守这些“战术”。毫无疑问在高卢，军队会不断和强烈地背离这些规则。

白昼行军（iter）是以一个营寨到下一个营寨为单位来计算的。习惯上，每行军三四次就会休整一天。每天夜里，或者说每驻留一次，都会修筑营寨。除此之外，这些深沟高垒还相当于我们的前哨阵地系统。军团经常背靠营寨作战。如果他们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他们会停下来，半数士卒会修筑营垒，其他人掩护他们，将辎重放进营寨之后继续作战，前提是他们能抵御敌人这么久。每天的正常行军距离是22—27千米，理论上会在5个夏季刻时内完成当天的行程，大约相当于我们的7个小时，通常是从黎明走到中午，因此留有足够的时间安营扎寨。

[image: ]
◎ 行军中的军队




单步（gradus）折合2.5罗尺，即0.75米，行军步速是每分钟100单步，快步步速是120单步，与我们的标准大体一致。双步（passus）是2个单步，即从右脚后跟到右脚后跟的长度。罗尺相当于我们的英尺的十分之九。

罗马军队的平均行军速度比现代军队慢。有些行军特例令人侧目。恺撒于黎明时分离开及尔哥维亚向李坦维克古斯进军，走了37千米，袭击了后者并带上他们于同日返回，又走了37千米，在次日天明之前抵达及尔哥维亚。在这24小时之中，军团只休息了3个小时，还有6个小时花在武装监视敌人上面。唯一能令人迅速回忆起来的比这次行军更出彩的是斯巴达人（Spartans）前往马拉松的行军，三天走了230千米。克拉苏率部与正在前往增援西塞罗的恺撒会师，从午夜到上午9时走了37千米。在泽塔（Zeta）奔袭战中，从黎明之前到夜幕降临，恺撒的军团走了54千米，撤退途中占领了一个城镇还战斗了4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在这一天行军中的其他时间里恺撒是否允许手下休息。我们通常会每小时休息10分钟。有时候行军是不带行李的。不用说，罗马人的行军也会像我们一样受到干扰、遇到困难和拖延。在高卢，泥泞的道路和暴涨的河水与墨西哥（Mexico）和弗吉尼亚（Virginia）一样司空见惯。

前锋（primumagmen）是常见单位，主力是骑兵、轻装部队、侦察兵、参谋军官和随营人员，由几个不携带辎重的大队提供支持。前锋后面是主力，卫队后面是后卫。前锋的职责是，如果遇到敌人就进攻和控制敌人，为主力展开战斗队形争取时间，侦察正面和侧翼，选择和标出营寨。当恺撒认为骑兵不可靠，或者必须派出骑兵保护一侧的侧翼以防遭到袭击的时候，他会让骑兵与主力待在一起。骑兵执行其他任务的时候，担任前锋的只有轻装部队。在向敌人进军的过程中，除了维持纵队尾部的秩序和收拢掉队者之外，后卫（agmen extremum）没有其他任务。

根据敌人的远近，当地是友好还是恶意，主力要么采用简单的纵队行军，要么使用侧向战斗队形。一支有5个军团的军队有1.8万到2万人，采用上述的12米宽的行军正面，总长达到3—3.7千米长，如果宽度减半，长度就会翻番。在实践中，路况不好的情况下纵队会比路况好的时候长得多。

当面没有敌人时，每个军团的辎重车队都要随行，以便执行任务；敌人当前时，车队会集结在一起；当向敌人紧逼时，军队的主力——主要部队的四分之三兵力——放在正面，车队随后，最后是军中地位等同于行李的其他人员、物资和后卫。

摆开战斗队形的军团不愿意前进太远。这种阵型只在敌人的附近采用。当恺撒向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进军的时候，据信每个军团都采用三路纵队，保持一定间距。因此，5个军团共分为15条平行纵队，全军可以立即向前摆开战线。军团将士们都戴上头盔，揭开盾牌上的皮革罩，备好武器准备战斗，辎重留在营盘里面。

我们知道军团将士们在行军的时候会将头盔挂在胸前，盾牌放在箱子里，他的羽毛头饰和其他职衔标志都打包装了起来。如果遭到突然袭击，士兵们必须放下行囊，拿出和佩戴职衔标志，准备好武器。在萨比斯河战役中，罗马人不得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

撤退的行军队形按照相反的原则来摆布，也有相似的预防措施。辎重跟着前锋走，后面是主力，再后面是一个强大的后卫。方阵行军是在敌人的地盘上进行的，或者发生在暴动时期，乃至敌人四面出现之时。有时全军组成方阵，有时一个军团组成一个方阵。在方阵的每个方向都会派出骑兵、弓箭手和投石手充当散兵。辎重放在一个庞大方阵中央，或者每个军团的辎重放在该军团组成的方阵中央。

侧向行军也是按照战斗队形进行的，辎重放在背向敌人的一侧，如果部队排列超过一条战线，则辎重放在二线之中。这种样式的行军通常不会走得太远。在开阔的战场上，这样行进的军团容易受到侧翼的威胁；在山谷中，溪流可以用来保护纵队的侧翼。恺撒以侧向行军的队形向厄拉味尔河行军了好几天。

为了让军团将士们劳逸结合，行军顺序每天都会改变。恺撒的军团可以轻松渡河，即使水深及腰、胸、脖子都能涉水而过。他们不携带矢石，铠甲和武器不会损坏。一般来说，修桥过于耗时，恺撒会尽可能涉水过河。如果水深流急，则会在渡口的上下游各排列一队骑兵，上游骑兵排成斜线用于减缓水流，下游的骑兵用于抓住被水流冲走的士兵。就像在泰晤士河发生的那样，徒涉渡口都得采用战斗队形。

罗马军队修筑桥梁与今天一样快。尽管没有浮筒车队，渡河也没有受到明显的阻碍。它们由沿河搜集的船只建造。打桩修桥同样常见，具体看当时修哪一种桥更加便利。但是有一次，恺撒在高卢战争中的泰晤士河直接面对敌人渡河。桥梁两端通常由桥头堡掩护。

恺撒恪守着一个古老法则——在山丘的缓坡上排兵布阵，这样士兵们就可以利用下坡的优势投掷标枪、矢石，并且居高临下地冲向敌人。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主动权，以便在最可能的情况下发动雷霆一击。军团通常会静候敌人前进到75米之内（如果敌人这样前进了），再以整齐的步伐向敌人进逼，走到37.5米时全军跑动冲锋（cursus）。即使军团将士顶盔掼甲、全副武装，这么短的距离也不足以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前两行的士兵会高举标枪，在距离敌人15米到30米的地方投掷出去。如果标枪齐射造成了足够大的缺口，士兵们会拔出短剑冲入这些缺口，杀得敌人失魂落魄。如果敌人勇敢而坚定，军团通常会在标枪投掷距离内停留更长时间，且只使用长矛，由后面的队列穿过前面的队列轮流投掷重标枪（pila）。就这样，10行士兵会完成5次重标枪齐射，扔完所有标枪之后，大队的第一线会拔出短剑，或者让第二线士兵轮替前进。有时候，敌人前进过快，以至于没有时间投出重标枪，军团士兵们就会立即拔剑肉搏，但这种情况很罕见。轻装部队会搜集落在他们中间的标枪，再将它们送交军团手中，令后者能够维持战线。还有一种情况，最前面的两行士兵投出重标枪之后会立即拔剑出击，他们疲劳的时候，会放后两行士兵前进，投出重标枪和肉搏，就这样全军持续轮替战斗，每条战线上的个人战斗经常会打上几个小时。

军团老兵惯用中间凸起的盾牌向前推搡敌人。他们装备精良、武艺高强，有时会打上一整天却毫发无损；他们身强力壮，会用巨大的压力逐渐将敌人逼退，使自己能深入敌阵，从而造成致命的后果。在战斗中受伤、阵亡的士兵寥寥无几，但一旦某条战线被敌人突破，其他战线就会被撕成碎片。

如果敌人等待罗马人先前进，这套打法会以相似的方式来上一遍。第一行战线会得到后方的支持，大队的各行还会有投掷重标枪的士兵不断前进、投出标枪，循环进退，但是由于每个人占据的空间足以让他在大队中进退，故而阵型会完好无损。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大队会在后方保持适当距离（通常60米或更多），随时准备通过进入或穿过第一线大队来维持前方战线。当第一线大队没能在敌人那里占到明显上风时，第二线会奉命前进。所有战线都逐步投入战斗，第三线则在紧要时刻参战。

恺撒时代的军团之所以出类拔萃，原因在于他领导有方。它并非完美无缺，士兵们英勇善战又训练有素，但罗马军队并不是在所有地形上都打得好。散兵、投石手、弓箭手和辅助部队与旗下老兵并不总是与军团同步进退。这两种步兵的阵型不同，有时会发生冲突。骑兵的战斗效能通常不高，必须由骑兵中队之间的轻装步兵来给予加强。当敌人的骑兵发动冲锋时，步兵会对他们造成重创。它有助于巩固骑兵中队的行动，同时防止本方骑兵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这种骑步混编是最古老的战术之一，它的改良样式一直延续至今。罗马骑兵可以一用，但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是像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或塞德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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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骑兵中队那样的精锐。

真正的战斗是由军团实施的。事实上，军团可以独立于任何其他部队。骑兵可以攻击骑兵，也可以粉碎步兵战线，除了侧翼，骑兵不可能冲破阵型严整的大队正面。通过正面进攻，坚定的步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打退骑兵。在战斗中，骑兵只在对抗敌人骑兵时管用。骑兵和散兵主要用于前哨战、侦察和追杀，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使用得并不太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骑兵日益退化。

步兵大队无所不能。当骑兵和轻装部队不在场时，军团会发现自己完成所有任务并非难事，但军团依然依靠骑兵和轻装部队，如果有的话，会利用他们掩护侧翼。如果有遭到侧翼，尤其是右翼攻击的严重危险，恺撒会建立第四条战线，它的职责是靠近并掩护受到威胁的地段。

每个军团在习惯上都如前文详述的那样有三条大队战线。按照这样的部署，一支6个军团的军队的第一线有24个大队，其他二线各有18个大队。第三线作为预备队，在接到将军的命令之前不会采取行动。有时候，第三线被用于维持军团的侧翼，或者威胁敌军的侧翼。它的效用在毕布拉克德和与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交战中得到了展示。恺撒的阵型的一个古怪特征可能来自马略——将最老练、最出色的大队放在前线，年轻的放在后面。这与古代军团按青年兵、壮年兵、预备兵的层级顺序部署的原则完全相反。

骑兵根据需要部署。一般来说，骑兵放在两翼。它可以放在后方，就像在毕布拉克德那样，因为恺撒认为这帮骑兵不可靠，与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战斗也是如此，因为蛮族的侧翼和后方都用车辆组成防御圈，骑兵对它无能为力。

轻装部队只能承担掩护和散兵任务。在战斗中，他们弊多利少。他们无法像早年那样统一用于开启战斗，而是承担辅助任务。他们会搜集标枪，不断为军团士兵们提供装备。

战线有中坚（acies media）、右翼（cornudextrum）和左翼（sinistrum）。有时侧翼骑兵会率先前进，然后是副将指挥的军团逐一推进。可以说，这是一种中路拖后的战斗阵型。最老练、经验最丰富的军团被放在左、右两侧。如果没有特别不利的因素，恺撒宁愿与他亲率的右翼前进，他与亚历山大一样愿意站在右翼。此举造就了一种斜向的战斗阵型，这更多缘于恺撒喜欢亲自率军冲锋，而非像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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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或腓特烈大帝那样特意采用斜行战术序列——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Leuthen）将斜行战术序列施展得最完美。一旦进攻信号发出，右翼的大队立即前进，其左侧的大队依次跟进。这不是一种按梯次的战术性前进，而是一个从右到左逐次冲入战场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会产生与斜线战术类似的效果。最优秀的军团当然会驻扎在攻击性的侧翼上。

当大队之间存在间隔时，大队战线仅仅会沿着前线对部分敌人发动进攻，敌人可能会渗透进这些间隔之中，并且对位于敏感位置的右翼大队发动进攻。但是，第二战线一直在密切预防这种事情，时刻准备着以强有力的行动来弥补漏洞。恺撒可能会采用消除大队之间间隔的战斗阵型来消除这一危险。在战斗接触之中，不仅每个大队几行士兵会连续发动较小的打击，而且第一、二、三线还会连续施加更猛烈的打击，疲惫的战线会被从后面顶上来的队伍替换下来而得到休息。一场苦战就是一个周转不息的运动。

各种战斗行动可以这样描述：除非遭到突然袭击，战斗开始之前将军会策马走上阵前，向每个军团做一个简短的动员演讲（cohortatio），唤起他们的斗志。随后，他走到发起进攻的那个侧翼，用号角发出开战信号，号声会沿着战线重复下去。位于进攻侧翼的军团会伴随着战吼前进，它们的右侧或左侧的军团大体上会以某种梯队的形式逐一跟进。第一线军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之后，也许是几分钟，也许几小时，第二、第三线会跟上来，同时骑兵会策马前进，掩护侧翼或攻击敌人的骑兵，如果敌人骑兵被击败了就进攻敌人步兵战线的侧翼。当第一线筋疲力尽时，后方战线按照命令在某个地段或整体取代第一线，并且调集特别部队来支援遭到重创的军团，就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当战线出现间隙时，后线就向前移动，或者让前面支离破碎的战线通过专门为他们退后而开放的缝隙退下来。如果取得了胜利，骑兵会发动追杀。如果战败，军团会退入设防营地，并在营里重整旗鼓，将军用预备队或疲惫程度最低的军团和骑兵打退敌军。远古时期的战斗截然不同，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打的战争，总体上更像我们时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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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卢盾牌




除非地形特别合适，否则恺撒不进行防御战。他会把侧翼倚靠在天险上，前方由鹿砦或其他障碍物保护。如果可能的话，军队会背靠营盘，掩护他们的侧翼，迫使敌人只能从正面或爬坡靠近。恺撒在阿克松奈河修筑的营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引诱敌人攻击这个营盘。如果敌人穿过他前方的沼泽，一定会在行军途中行伍散乱，而恺撒就会对敌人发动总攻，因为他的侧翼得到了壁垒的掩护。在阿来西亚，战斗是防御性的，却也伴随着突击。但是在开阔战场上，罗马军队的优势在于进攻，或者引诱敌人进攻和中途迎击。




[1]
 译注：作者的这句话不太清楚。事实是，每个大队下辖3个支队，6个百人队，共有6名百人队长，但大队、支队都没有长官。6名百人队长按资历、能力排序，每个支队的资深百人队长也相当于本支队队长，第一支队的资深百人队长相当于大队队长，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的资深百人队长也叫首席百夫长，几乎相当于军团长。



[2]
 译注：配克是英制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2加仑，折合8.81公升。



[3]
 译注：这句话可能有误。如上文所述，每个大队下辖3个支队，如果每个支队占据64.8米宽的正面，大队应该占据194.4米宽的正面，作者的数字只有在一个大队下辖2个支队时才能成立。



[4]
 译注：指美国南北战争。



[5]
 译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1721—1773年），普鲁士军官、中将和最伟大的骑兵将领之一。他曾指挥腓特烈大帝军队的第一个骠骑兵中队，并被认为是七年战争中最出色的普鲁士骑兵将领。



[6]
 译注：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18—前362年），古希腊城邦底比斯的将军与政治家。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以全新的斜线战术击败号称希腊战力第一的斯巴达人，使底比斯成为希腊最强的城邦。








第二十五章


军营、围攻和投射武器

我们不知道恺撒的营盘是怎样布置的，波力比阿给我们留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营的布局图，希吉努斯（Hyginus）为我们留下了帝国时代的营盘布局图。正如吕斯托所说，两者的共同点无疑就是恺撒营盘的组成部分。恺撒的营寨大概与这两种都差不多，区别完全在于军队的组织方式。恺撒的辅助部队数量不详，这在汉尼拔的战争期间也司空见惯，营盘面积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计算。它的总体布局还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样子，建在高地上，正面朝向一个向下的山坡，易于取得木材和饮水，远离可能的伏击地点。一个理想的扎营地点是面向溪流的斜坡，尤其是敌人就在彼岸的情况下。但是，罗马人会在他们必要的地方扎营，如果找不到最佳地点，就因地制宜调整营盘的形状。

选营分队总会在前方选择和标出营寨，军团会在几个小时内开始掘壕筑墙，同时骑兵充当哨兵。当一个军团和大队抵达指定扎营地点之后，会详细制定警戒细节，放下辎重、除了短剑之外的武器。营盘加固之后，首先要搭起帐篷，然后等军队吃完饭，军官们集合起来接受命令，进行与前文中已经叙述过的例行公事。防御工事取代了岗哨的职责，罗马人不搞我们意义上的岗哨。如果敌人就在眼前，筑营工作由第三线大队来完成，前二线派去掩护疲惫的工程队，如果只有两条战线，则由第二线筑营，第一线站在前面，准备迎接敌人的进犯。当军团列队出营投入战斗时，这个营盘由一支警卫部队留守，通常是年轻的新兵，他们能够完全守住营寨。营盘是长方形，除非受制于地形而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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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的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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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盘的墙壁




同样的流程也适用于小营盘或堡垒（castella），它们是在围城行动中建造的，或者用于普通营盘的前哨防御。在这些堡垒中最小的只有36米见方，驻守一个大队。所有营盘的拐角都是圆形，以防敌人在进攻中在拐角处站稳脚跟。营门宽大到足够让一个支队的正面（宽12米）出入，它由半月形的壁垒掩护，如果手头有封闭营门的建材，可以在受到威胁的时候迅速堵上营门。除了永久性防御工事，像我们今天这种的营门在古代似乎并不存在。

壕沟顶部宽2.7—3.6米、深约2.1—2.7米。它通常会更深、更宽，但宽深比例保持不变。根据土壤的性质，壕沟的正、反面中的一侧会有一个坡面，有时会两侧都有。营墙的高度并不重要，因为古代的士兵会使用盾牌来充分保护自己。标枪的命中率与子弹一样并不高，士兵从营墙上向下面的敌人投掷自己的矢石标枪效果会更好，因为壕沟恰好位于最适合投掷标枪的地方。事实上，这正是筑墙的主要目标。壁垒的高度应该是壕沟上沿宽度的三分之二左右。它的厚度大致与高度相等，或者稍大一点。斜坡上覆盖着草皮，或者与树枝、木材或障碍物交叠起来。有一个宽度适当的射击壕，上面搭建壁垒（vallum）。壁垒一词通常用于形容整个雉堞。雉堞中的孔很常见，也往往修建塔楼。为了便于攀登，营墙的内坡垒成台阶，或者用圆木搭建台阶。

通常构筑一个营盘需要花费四五个小时。在有利条件下，可以在3个小时内竣工。罗马人擅长使用铁锹。如果部队在中午抵达营区，他们将在日落之前完成筑营工作。

在命名方面，营区的划分与汉尼拔战争期间很相似。大队按照它们的常规序列扎营。每个大队会占据36米宽、54米深的空间，分为6个部分，各9米宽，每个百人队各占一块。百人队的帐篷并肩排布，形成街巷。骑兵中队占据36×9米的空间。一个由十二个骑兵大队组成的骑兵团占据两个大队的空间。本书随附的草图加上前文已给出的描述足以显示恺撒营盘的细节。

[image: ]
◎ 大队的营帐（根据希吉努斯的记载）




放出骑兵警戒哨是惯常做法，其中包括侦察兵和间谍。营门都有特别的守卫，壁垒上整齐地排列着哨兵，平均每9米布置1人。每3个小时以号角为信号进行换班，还有一种类似归营号和起床号的号声。与从前一样，一位军官会沿着完全相同的路线巡查营地。

冬令营与夏季营盘并无二致，但修筑得更加耐久和舒适。小屋取代了帐篷。这里需要再提一次，罗马历法中的一天分为两个部分，白昼从早6时到晚6时，黑夜从晚6时到次日早6时。刻时是：第一刻时从早6时到7时，第二刻时从7时到8时，以此类推。中午是第六刻时，下午4时是白昼的第十刻时，或者说，午夜是夜间的第六刻时。白昼、黑夜更分为四个“更”（watch），各有3个刻时。早6时到9时是白昼第一更，午夜到凌晨3时是夜间第三更。偶尔也会提及夏令刻时，即从日出到日落分为12个刻时。因此，夏令刻时会比按早6时到晚6时计数的刻时长得多。

千余年来，进攻和防御坚城的手法变化不大。早在出现最早的文字或雕刻记录的时候，攻城的过程就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某名著
[1]

 第四章第一、二、三节提到公元前600年的围城战，“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这是即将进行的工程规划。“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这些都是攻城的常规步骤。“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这是用于掩护攻城器械逼近城墙的铁质护盾，然后“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作以色列家的预兆”。

某些时期，如亚历山大军事生涯中的精彩片段，或者如底米丢·波里奥西特（Demetrius Poliorcetes）
[2]

 对罗得岛的围攻，或者阿基米德（Archimedes）对叙拉古（Syracuse）的坚守和苏拉（Sylla）对雅典（Athens）的围攻，都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这些进步又都遗失了，攻城手段和器械几乎一成不变。事实上，从记载模糊的古代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城墙一般是用石头垒成的，又高又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高卢人有时用土、木头和石头筑城。每隔一段城墙都会建造一座塔楼，城墙前面往往有一道壕沟，或干或湿。在城镇及城内卫城的防御上，人们投入了巨大的才智和耐心。要占领一个城镇，必须采用封锁、围困或强攻手段。当时没有能够击破城墙的火炮。投石机和弩炮可以将沉重的石头和硕大的箭发射到很远的距离上，但没有足够的穿透力击破城墙。要打开豁口，必须逼近城墙，然后要么用地道挖掘，要么用冲城羊头锤和挠钩撞倒、拉倒城墙。这种抵近必须在人工掩护下进行，因此产生了有效性或大或小的龟甲阵、甬道和铁幕，土山和塔楼，此外还有地道和反地道，按照围攻者的技能和干劲的不同，这些手段的效能大小不一。就原理而言，一切都一成不变，直到火药的发明将古老的城墙夷为平地，就像它将顶盔掼甲的骑士一扫而空一样。

在围城战中，要么建起高过城墙的高塔，要么在城墙脚下用冲城锤实施简单粗暴的撞击。在前一种情况下，大军一抵达城下就安营扎寨，通常在几个适合的地点分头扎营，并注意卫生、给养和攻城行动。每个营盘都用栅栏和壕沟加固，往往非常精心。营盘之间建立起联络，在城镇周围修筑封锁线。如果出现了敌军前来解围的危险，进攻者会在营盘外侧再修一条面向外侧的封锁线，瓦解敌军解围的企图。恺撒一般使用“围困线”（circumvallation）一词来取代更早、更恰当的“封锁线”一词，即针对一个城镇修建起来的工程。

然后开始堆砌土山或土台，它应该堆到城墙根底下，形成一个斜坡。如果城镇与进攻方在一个水平面上就没必要堆砌土山。它可能会堆砌到城墙中间的某个位置，但这并不常见。它的表面足够光滑，可以让塔楼沿着它移动。这项劳作由士兵和部分周围百姓完成，用任何能找到的材料堆砌起来。由于土山经常失火，所以可以推测主要由木料建成，如圆木、木材等等。总体而言，这是一种简单的建造房屋的工作，至少其边缘如此，中间填满了松散的材料，这可以从它被点燃和燃烧的速度的可靠事实来推断。土山可能一次堆砌一层。一排盾架（plutei）会建在距离城墙尽可能近的地方，但依然在敌人的射程之外。盾架后面是一排小型盾车组成的甬道，它们首尾相接，掩护里面来往的人们，他们将建材通过甬道运过来，在盾架后面开始工作。配备远程武器和弓箭手的可移动塔楼不断向城墙发射，以清除干扰工作的敌方矢石投掷者，另有规模适当的小分队负责抵御敌人的出击。当一套放在适当位置的盾架所掩护的工程完工的时候，盾架就会向前推，掩护下一段土山的堆砌。在第一段或第一层的基础上堆砌第二段或第二层，随后是按照需要的第三段或第三层。靠近城头的顶端特别坚固，用来承担沉重的塔楼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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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山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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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近城墙的规划图




尽管是临时建筑，但是某些土山的大小与作为纪念建筑的金字塔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史家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众多的人手齐心合力地堆砌了它。土山被建造得尽可能地宽阔，如果某些器械需要用到的话，就得容纳所有这些必需的器械，还得允许一队突击兵力沿着它攻城，即需要15米宽。完工之后，土山上会挤满比城墙还高的塔楼，它们用铁幕或墙壁相连。第一眼看去，这样一个土山需要比实际更多的工作量，修筑它们是值得的。只要守军守住了城墙上的平台，就能从上面投掷箭矢、易燃物、炽热的柏油和沉重的石头，阻止攻城方的冲城锤的抵近或填平壕沟，或者他们可以用挠钩来干扰对冲城羊头锤的效能至关重要的羊头自由摆动，或者采用挂在其撞击点上的缆绳围裙
[3]

 来令其完全丧失功效。一旦攻城者到了城墙的高度，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个平台上驱赶守军，他们就可以争取到自由使用冲城羊头锤、填平壕沟的机会，而且随时可以通过从塔楼搭上城墙的吊桥冲上城头，或者通过一个打破的缺口杀进城里。

当冲城羊头锤能够充分发挥功效时，就能稳妥地占领这个地方了，守军除了接受苛刻的条件别无选择，而攻城方可能会拒绝接受守军的投降。有时候，攻城者会在打开的突破口里面发现一堵新墙或半圆形的墙，迫使攻城者重启他们的工作。

盾车甬道对应我们现在的战壕之类的东西，罗马人对于战壕并非一无所知。这些甬道像今天的战壕一样，是向城镇一侧倾斜的，但倾斜程度有所不如。地面上的工事用于掩护前进，不过一旦抵近突破口，他们就会以最巧妙的形式按部就班地攻城。鉴于远程投射武器的破坏力不够，因此他们的远程武器与我们的不太相似。可移动铁幕和防御工事经常令我们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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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型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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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型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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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车




盾架（plutei）用兽皮、绳编垫子、褥子制成，悬挂在高杆上，铁板和沉重的木材也不罕见。它们与安装在轮子上的大型雪犁区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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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架（三种样式）




棚屋式盾车的棚顶由木板和柳条制成，上面覆盖生皮、绳子和湿布以抵抗矢石和火焰，通常长4.8米、宽2.1米，由高2.4米的柱子支撑，两侧也有柳条保护。这种盾车由人力抬着向前走。如果重一些就架在轮子上滚动。它们被斜着向前推进，一些盾车连在一起，在它们的掩护下，土山基础会被安置在抵近壕沟的地方。水沟中的水被汲取出来并排走。小型盾车是一个低矮的三角形小屋，架在滚轴上，用来掩护工兵，当它抵近城墙时会更重些。龟甲盾车更像小盾车，但更大一些。

土山的堆砌与一切高明的想象力绝缘。守军会在夜间发动突袭以破坏白天的工作。地道在土山下面挖掘，里面堆满易燃物，点燃之后破坏土山上面的土壤，令土山的基础崩塌。反地道工作用于对付它。进攻者会出于同样目的挖掘地道，穿墙而入，地道通常用于从城墙下向城内投放兵力，进攻者一旦得手就会为城外的自己人打开城门。这种地道在设计和执行方面都体现了高超的技能。

土山上的塔楼通常高达数层。它们通常是木质的，有时采用泥土、石头或砖头建造，高到足以俯视城墙。

城中的重型投射器械会建在城墙内的平台上。城墙和塔楼上只有士兵和轻型投射器械。当进攻者登上一堵城墙而且抵达那个平台的时候，重型投射器械依然会被移动最后的保卫圈，那是一项更加危险的工作。平台上的进攻者会遭到塔楼上的交叉火力的猛烈打击，必须用绳索和云梯才能下降到其内侧。随着攻破城墙的可能性的增加，进攻行动会举步维艰。

城墙往往不是由坚实的砖石砌成，城墙的正反面才使用石头，间距6米，墙面之间的空心用来自壕沟的泥土填充，或者采用碎石或其他能弄到的材料。巨大的土质城墙并不罕见，例如加沙（Gaza）的城墙。

土山上矗立着巨大塔楼，这也许是攻城中最令人惊讶的特点。维特鲁威斯（Vitruvius）
[4]

 提到了两座正常尺寸的塔楼：小一点的塔楼高27米
[5]

 ，基座5.85米见方，它攀上城墙时高度会下降五分之一；大型塔楼会高达54米，12.1米见方。每个塔楼都有十层，底米丢在罗得岛甚至建造了一座比这更大的塔楼。

这些塔楼通常安装了合适的横梁用于推动，准备向城墙前进，它们尽可能地在盾架的掩护下抵近城墙，然后就停在那里。它们通常在较低的塔层携带一个冲城锤，并且配备了吊桥，用于搭在敌人的城墙上。冲城锤在上面的武装人员的掩护下撞击城墙，武装人员用矢石肃清城上的守军。塔楼都安装了巨大的轮子，以便被向前推进。一般情况下，一旦一座这样的塔楼抵近城墙，城镇就陷落在即，除非它在推进途中就被守军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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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城塔




火焰和重型投射武器是对付这些塔楼靠近的有效手段。守军出击的目的就是点燃塔楼。落下的吊桥会被固定在城墙上的巨大的尖锐梁木挡开。

冲城羊头锤要么安装在轮子上，要么用绳索和链条悬挂起来。一根巨大的梁木（或者用几根梁木捆扎而成）前段安装上一个沉重的铸铁头，通常是公羊头的形状，再用铁索固定起来。梁木的中间加固，以更好地承受冲击力。梁木头部有时会配备钩子和羊头。羊头梁木悬挂或吊在一个具有良好防火性能的棚子里面，由士兵操纵。这些冲城锤的个头和重量令我们惊叹。底米丢用一个长达36米的冲城锤来攻打罗得岛。阿庇安提到一个迦太基攻城战使用的冲城锤，需要6000人操纵。也许这个数字包括了用来快速建立其阵地和掩护工程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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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城羊头锤和吊杆




为了抵御冲城锤，城墙会自上而下的覆盖柔软的材料，诸如毛皮、羊毛或者草甸包，或者编成辫子的绳索。沉重的吊梁会从墙头落下来令其失效。大型抓钩装置不仅能抓住冲城锤，还能抓住其他机械，甚至经常能把人抓起来。在罗得岛，卡利亚斯（Callias）因这样的鱼钩而声名鹊起，直到底米丢建造了卡利亚斯无法对付的超重冲城锤和机械。

吊杆是一种简陋的起重机，它可以抓起一个内有士兵的笼子，他们可以抵达和攻击城头，或者观察城内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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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杆




古代的远程投射武器绝非粗鄙之物。恺撒将所有矢石投射武器都称为吊杆炮（tormenta），因为它们的威力都源于扭紧的绳索、筋腱或毛发（torquere）。希腊人的投石机和弩炮都确信无疑流传了下来，几乎一成不变。这些武器已经在前文中阐述过。投石机能够投掷重达160到200公斤的石头。被称为“centenaria”的小型弩炮能发射重32公斤的石弹。一束箭矢以适当的角度放在水平横梁上，由弩炮发射出去，能打到很远的距离。死于传染病的尸体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会扔进敌人的防线内。弩炮的平均射程为360米。

投石机原理上就是一张巨大的弓，能有效投掷锋利的梁木、标枪、铅弹、火盆和点燃的标枪。除了尺寸和方便之外，这些机械实际上与早期火炮一样有力。它们的准确性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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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石机




城镇的墙上有大量矢石投射器械。攻城者不得不等候攻城机械车队的到来，或者建造全新的机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证据表明恺撒拥有与亚历山大一样高效或易于运输的远程机械。但是，恺撒的军中有远程投射机械，《战记》提到它们被安装到他的营盘壁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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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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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弩炮




打开城墙缺口之后，大队人马突入城中会遇到类似的守军抵抗，绝不是每次打开缺口都能占领城镇的。半月形瓮城或守军在缺口后方新建的突出部会令进攻者步履维艰，因为守军会在敌人进攻期间从其侧后发动进攻。在罗得岛，这样的半月形瓮城前面是一道壕沟。

古代攻城战有足够理由比现代的要激烈得多。守军必须面临三个选择：胜利、沦为奴隶或死亡。

攻城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如下步骤：


1. 对战场的侦察。



2. 在合适的位置安营扎寨。



3. 收集攻城所需物资。



4. 建造大小型盾车、盾架等。



5. 修建堡垒，如果可能的话，用封锁线将它们连接起来。



6. 修建通往城镇的带棚顶的甬道、地道和地下甬道。



7. 在标枪射程内，由军团士兵堆砌一座土山，要么由当地人在射程之外堆土山。



8. 在土山上修建塔楼，或者将土山推向城墙。



9. 打开城墙缺口。



10. 向缺口发动猛攻。


本章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文所述内容的概括，却是正确理解恺撒发动的多次围城战的必要条件。




[1]
 译注：《旧约·以西结书》。



[2]
 译注：意为围城者底米丢，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05到前304年发动了对罗得岛的围攻。



[3]
 译注：围裙质软有弹性，挂在城墙外面，用来吸收羊头的动能，相当于让拳头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



[4]
 译注：非洲战争期间，恺撒的工程师之一。



[5]
 译注：原文为60肘（cubit），1肘等于1.5罗尺，即0.45米，60肘折合27米。








第二十六章


内战的开启（公元前50年12月至前49年5月）

当三巨头掌权的时候，庞培被奉为统治的灵魂，恺撒和克拉苏只是庞培的副手而已。国库和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向庞培敞开了大门，恺撒只有法律赋予他的那一部分。庞培的任期是无限的，而恺撒的任期虽长但也有限。庞培留在首都，恺撒被打发到一个边远的省份，但是，庞培所做的重要工作却很快变成了他的弱点。到目前为止，庞培党远没有达到支配罗马的程度，它的敌对派别却令首都陷入了连庞培都无力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形形色色的暴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无法无天的地方了”。曾在首都翻云覆雨的团伙头子任性胡为。首都从来没像这样礼崩乐坏。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描述政治上的纠葛，只要说庞培逐渐失去了他对局面的掌控和崇高的地位就足够了。有时他完全沦为一个傀儡。恺撒在北方声誉日隆，而庞培的军事声望却逐渐被人遗忘。失去了对暴民的控制之后，庞培又无力控制公民大会，他的势力和才能不足以应对非常局面，他在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中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必然会与恺撒分道扬镳。这种局面对恺撒不利，恺撒远离罗马，难以控制自己的朋友，权柄可能从他的手中溜走。

公元前56年春季，三巨头在卢卡（Luca）召开了一次会议，200位元老和显赫人物出席。在会上，各方同意进一步划分省份，但是庞培很明显已经将相当大的权力奉送给恺撒。

与此同时，贵族们正在联手反对三巨头政体，但每个人似乎都在自行其是。恺撒在没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就组建了军团，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如法炮制。法律的形式得到了遵守，但是在每次选举中，选票充斥着金钱和暴力。街上不断发生的武装冲突，充分显示了每个人的肆无忌惮。最后，事态以米罗（Milo）杀掉克劳狄乌斯达到白热化
[1]

 ，这个事件惊醒了庞培，使其施展手段掌握了独裁大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法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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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苏的行军路线




克拉苏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制衡器，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恺撒一方。在后来的行省瓜分中，他有机会在帕提亚战争中获得军事力量和更大的财富，帕提亚战争是由于庞培不尊重幼发拉底河边界而诱发的。克拉苏是带着成为下一个亚历山大的雄心壮志来到叙利亚的，他决心横穿帕提亚抵达印度。他有两条进军帕提亚的路线可选：通过多山的盟国亚美尼亚，或者穿过美索不达米亚沙漠。由于轻信了一位当地友好的君主的花言巧语，克拉苏选择了后者。他手握7个军团，4000名骑兵和数量相等的弓箭手和投石手，全军将近5万人。早在3个世纪之前，那位伟大的马其顿人就走过这条行军路线。

粗心大意的侦察令克拉苏在距离卡莱（Carrhae）不远的地方遭到敌人的伏击。指挥敌军的帕提亚宰相（vizier）
[2]

 苏伦纳斯（Surenas）意识到，东方步兵完全不是罗马军团的对手，他利用步兵阻止一大队亚美尼亚骑兵与克拉苏合流，并以其对战术形势的敏锐判断，选择只采用骑兵作战。克拉苏前进到沙漠之中，他的步兵行军纵队很快就遭遇了一批披挂锁甲的骑兵，其中部分是重装枪骑兵，部分是轻装弓骑兵。当军团士兵能够接触到敌军时，对方完全不是对手，但敌人可以选择战斗，也可以选择回避战斗，以强大机动性切断罗马人的后路，他们能以两倍于罗马人的速度来去如飞。两军在一望无际、平缓起伏的平原上相遇，这是为骑兵驰骋准备的巨大竞技场，在近程武器时代，这对步兵而言则是一个步履维艰的陷阱。在沙地上，建筑营盘的机会寥寥无几，各处水源相去甚远，罗马人束手无策，而东方人却如鱼得水。罗马军团第一次遇到了他们无法对付的本土战术阵列，近战武器无能为力，弓骑兵是战场的主宰，而帕提亚人早已将弓箭列为民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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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莱战役




卡莱战役的有趣之处在于最棒的步兵是被素质较差的骑兵，而非所谓的骑兵战术击败了。帕提亚人再次用了加长的战斗阵型，为他们的远程火力提供了最大的施展空间。罗马人通常采用密集方阵。在卡莱，我们看到火力优先的战线部署方式，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现代理念，帕提亚人用这种阵型对付限制了投射能力的密集队形
[3]

 。结果显而易见。帕提亚弓骑兵有满载备用箭的骆驼相随，军团完全没有进攻或防御的手段，他们自己的弓箭手无济于事，在被派出作战时迅速崩盘了。

东方骑兵的单薄战线横扫而过，迂回到罗马方阵的侧翼。由于害怕遭到包围，从而阻碍前进，克拉苏派出他的儿子、恺撒的年轻宿将之一的部百流·克拉苏率领6000名混编的骑兵部队进攻敌人。这次分兵暂时阻遏了东方人的脚步，他们立即撤退，那位年轻的勇士率军紧追不舍，但英勇反而要了他的命。将他引诱到远处之后，帕提亚人转身迎战他的纵队，继而将其团团围住，将整队人马一举全歼，随后帕提亚人再次压向罗马方阵。

夜暗挽救了罗马残部，使之免于覆灭。东方人担心遭到夜袭，策马到远处扎营，打算次日返回追捕他们的猎物。但是，罗马人抛弃了次日将惨遭屠杀的4000名伤兵，继续赶路并抵达卡莱。在这里短暂休息之后，剩下的大约5000名残兵败将来到了亚美尼亚山脚下的堡垒辛纳卡（Sinnaca），帕提亚人紧追不舍，又把他们团团包围了。罗马人全军覆没，克拉苏被杀。这是公元前53年6月的事。

三巨头格局就此结束。恺撒与庞培控制了国家，但他们在政治上渐行渐远，在交际领域，公元前54年尤利娅（Julia）的去世切断了二人之间的最后联系
[4]

 。当庞培为自己争取到不间断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时，他已经完全做好将手套扔在恺撒脚下的准备了
[5]

 ，克拉苏之死对恺撒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恺撒本可以指望他的同僚的忠诚。就在同年，爆发了维钦及托列克斯暴动，如果此时庞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恺撒从高卢召回，那么将彻底终结恺撒的军政生涯。但是，庞培从来没有做好抓住机会的准备，优柔寡断是这个人的致命缺点。

恺撒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民主派，眼下他是这个党派的首脑。庞培一直在玩弄民主，随即迅速恢复了他原来的苏拉传统。他轻而易举就获得了加图派（Catonians）的谅解，成为贵族派领袖。因此，恺撒正式与庞培党对立。在卢卡，恺撒曾经得到出任公元前48年行政官的承诺，他也渴望和平地获得这一职位，以此作为发挥影响力的根基。庞培和加图派运用法律手段破坏了这个承诺，并且谋求通过一个解散他的军团的法令来整垮他。每当庞培要这样做的时候，恺撒都主动提出解除武装。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期间，恺撒平定了高卢，在斯凯尔特河畔举行了盛大的检阅，穿过山南高卢行省举行了凯旋进军。经恺撒在罗马的心腹库里奥（Curio）的安排，元老院投票决定庞培和恺撒作为西班牙和高卢的代执政官，都应该交卸权力。恺撒愿意这样做，而庞培拒绝就范。基于恺撒也不服从命令的假设，庞培要求元老院下令讨伐恺撒。这被拒绝了，但是前任执政官和新选出的执政官把元老院曾经拒绝给予庞培的权力给了庞培。在这勉强的借口下，庞培自封为手头仅有的2个军团的指挥官，他们是恺撒派来用于帕提亚战争的，但被庞培扣留下来，由于他们的老指挥官不可靠，庞培开始招募新部队。

在著名的庞培党人中，西塞罗留在坎帕尼亚（Campania）招募军队；弥努基乌斯·特尔穆斯（Minucius Thermus）被派往翁布里亚（Umbria）；伦图卢斯·斯平特尔（Lentulus Spinther）和阿提乌斯·瓦鲁斯（Attius Varus）前往皮克努姆；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Scribonius Libo）前往伊特鲁利亚（Etruria）；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就是元老院指定接替恺撒担任高卢总督的那位，去了科菲尼乌姆（Corfinium）。

这些做法本质上就是宣战。如果说恺撒是被迫的话，但他也准备好了打响第一枪。恺撒在距离罗马大约360千米的拉文纳度过了冬季，他在这里与库里奥聚首。库里奥带来的消息决定了恺撒的行动，恺撒命令麾下距离拉文纳最近的军团——来自塔吉斯几尼（Tergeste）
[6]

 的第13军团——前往拉文纳，这是恺撒迅速招募起来达到或将近正常编制人数的军团，大约有5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恺撒的其他8个军团远在他方：4个在比尔吉人处，由德来朋纽斯指挥；4个在爱杜依人处，由费边指挥。他们都在冬令营中息冬。恺撒已经命令费边将第8、12军团派给他，同时德来朋纽斯将其1个军团交给费边，其余的向阿拉河进发。费边率领3个军团前往奈波，以防庞培驻西班牙的7个军团入侵高卢。恺撒在高卢的军团兵力从3000人到3500人不等。

恺撒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通情达理的精神向罗马发出了最后通牒。在庞培的独断专行之下，元老院以命令恺撒无条件放下武器，否则将视其为叛国者的方式做出了答复。人民保民官马可·安东尼和奎因都斯·卡修斯否决了这项决议，但是在庞培的党徒的威压之下被迫逃命。他们北上投奔了民主派的公认核心——恺撒。

恺撒很快就下定了决心，战争是他的唯一手段。他向第13军团发表演说，解释他为什么在内战中首开战端。他的雄辩与事业一样伟大，得到了振奋人心的答复。公元前50年12月16日，他率领这些大队奔向普罗旺斯边界。12月16日到17日夜间，第13军团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内战爆发了。

在高卢，恺撒并不因为鲁莽行动而出名。当局势需要他勇敢的时候，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勇敢，比如他率领7000人马从6万名纳尔维人中解救西塞罗，然而作为他身上的一大规律，恺撒更多表现出持重的美德，而非因不合时宜的勇敢而犯下错误。从内战爆发之日起，我们将发现他扮演着一个新角色，不断采取一些完全不能被佩服的，有时甚至是需要谴责的急躁行动。就目前的进程而言，即便他是形势所迫，依然受到许多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恺撒不能算作一位精明的将军，尽管他敢于率领5000人马去攻打庞培。在这个事例中，恺撒似乎既大胆又谨慎，这种大胆是恺撒自己的风格。他了解敌人兵力的状况。庞培没有及时完成征兵任务，两个阿普利亚（Apulian）军团距离过于遥远，即使可靠也不能立即派上用场，他进军沿途的城镇守卫薄弱，如果得到适当满足，民意会强烈同情他而对他大为有利。此外，他不能坐等形势变化，他相信在敌人的兵力增加之前最保险的手段是突袭敌人，快速的进军将确保他控制意大利北部省份。幸运的是，由于他的果敢他的方略是正确的。

恺撒轻而易举确保了他的其他几个军团对他的个人效忠，当他得知人民保民官已经逃出罗马投奔自己寻求庇护时，他就命令高卢派出一些人马来保护他们，这给了他必要的权利。恺撒显然怀有一种希望和解的情绪，但他决不给敌人任何不公平的好处，因此向阿里弥努姆（Ariminum）进军。他率领的为数不多的部队反映了其他军人的心情，他们宣称自己知道如何保护受到侮辱的统帅和人民保民官。

恺撒在卢比孔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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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停留反映了许多问题。因为他的决断和行动迅速的习惯，这次停留无疑是短暂的。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路：一条始于博尼尼亚（Bon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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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亚平宁山脉（Apennines）通往阿雷提乌姆（Arretium）；另一条沿着亚得里亚海（Adriatic）海岸前往法努姆（Fanum），再由此转向西南。恺撒选择了沿海道路，他并非要前往罗马，而是打算夺取亚得里亚海沿岸，那里有许多富庶的城镇，这样不仅能抢占庞培的大部分领土，还能为自己在意大利建造一个老巢。

12月17日，恺撒发动突袭占领了阿里弥努姆，他在这里遇到了保民官们，还有庞培派来的信使。信使是行政官罗斯基乌斯（Roscius）和恺撒的副将之子——年轻的路求·恺撒（Lucius Caesar）。他们开出了无限期和解的条件。毫无疑问，庞培已经警惕起来，唯恐被恺撒打一个措手不及。恺撒回复说，如果庞培同意放下武器，同时隐退到西班牙的话，他也同意同样隐退到他的省份；他还要求在庞培的或他自己的营盘举行一次会晤。对于罗斯基乌斯和路求·恺撒传达的信息，他们的主子庞培和元老院让这两位信使带回这样的答复：只有当恺撒解散军队并前往高卢的时候，庞培才会解散军队前往西班牙。庞培不大可能愿意达成和解，但他没有采用适当的腔调和条件来确保这样的结果。恺撒很通情达理，但他要求得到明确的谅解。我们手中关于这些信息的基调的权威史料之一是几部《战记》。在事实方面《战记》或许是准确的，但它是由谈判的一个当事方撰写的。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单独行使权利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从事实和其他权威史料，而非出于恺撒单方面的声明做出判断，恺撒的许多说法将发动历时多年、毁灭共和国的战争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在需要适当集中的时候，两位统帅的物质化权力是截然不同的。此时恺撒拥有9个军团，其中2个军团已经转投庞培手中，正在列队对抗他。他没有舰队，只能依靠自己。相反，庞培及其党羽拥有罗马国家的正式权力，如果不是由于某些错误信号，他还可以保有它；除了与恺撒的行省毗邻的地区，他事实上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他拥有西班牙和非洲军团，意大利、希腊、埃及和东方的全部兵力。恺撒手握高卢和以利哩古，前者包括山南高卢、奈波高卢和刚刚被平定的山北高卢；庞培实际上控制着国内的其余大片领土，尤其是那些庞培的影响力依然强大的省份。共和国、元老院的高级官员、贵族、富裕平民站在庞培一方，恺撒只有少量追随者，包括人民保民官和许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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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恺撒拥有庞培不具备的东西。他的权威在军营和党派内部是独一无二的。他的部将也是如此。军团是他的肉体和灵魂，而且都是些习惯了获胜的百战老兵。他像其他统帅一样对待他们。在老兵们的眼中，他们的统帅就是胜利的化身。无论恺撒去往哪里，军队都会从普罗大众中站出来，集结在一起。除此之外，恺撒的权力没有被制约，足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庞培只不过是他的党派的工具而已。最重要的是，庞培的党派认为他们手握一切权力，因而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来保卫自己免遭恺撒的攻击。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分散在四面八方，并非触手可及，而恺撒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立即派上用场。物质优势在庞培那边，道德优势和主动权在恺撒那边。庞培的声望早已荡然无存，而恺撒的威望在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是刚刚出现的。

除了渴望更高地位的拉频弩斯，恺撒的所有部将都忠贞不渝。恺撒让部将们身居从属地位的方针执行得不错，他打算乾纲独断，但是有时候这个方针剥夺了一些能干将领在某些情况下为他更好效力的机会。

庞培的军力人多势众，但是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他在西班牙有7个军团，在帝国的每个地方，包括西西里岛、非洲、叙利亚、亚洲、马其顿都有无数大队。除了卢克里亚（Luceria）的2个军团之外，还有公元前55年征召的3个军团，士兵们已经在公元前52年的意大利举行了宣誓仪式。除了西班牙的7个军团，半岛上共有10个军团，有将近10万人，不过，他们还没有集结到鹰帜之下。“庞培的兵马众多，遍满地面”绝非夸张。不过时间是战争的关键。庞培的军队只是一副空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于是立即派遣显赫的大人物前往各个省份，把兵员集结起来。

很难估量恺撒的军团兵力。从后来在法萨卢的情况看来，恺撒的人马由于南征北战而减少了，此时每个大队拥有300—350人。这样，每个军团的平均员额就有3000—3500人，恺撒手握的重装步兵至少有3.2万人，都是百战精兵。除了这支军队之外，还有一支辅助部队和若干骑兵。总体而言，恺撒的军队共有4万人。人们经常进行更加详细的计算，但所有数据都是建立在估算的基础上。恺撒的显著优势在于他的军团都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兵，随时能奔赴战场；而庞培的弱点在于，尽管纸面上兵多将广，而且他的军团可能已经为开战做好了准备，但还没有集结起来，现在散布在全国各地。

恺撒派马可·安东尼由阿里弥努姆出发，率领5个大队前往阿雷提乌姆。恺撒这样做的原因是他预料到对手会出兵截断他与高卢的交通线，这条路线途经阿雷提乌姆，翻越亚平宁山脉前往法旺蒂亚（Faventia）或者博尼尼亚。当时坐镇阿雷提乌姆的利博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20日，安东尼夺取了此地。恺撒本人率领2个大队留守阿里弥努姆，招募新兵，同时在随后的两天内向皮绍鲁姆（Pisaurum）、法努姆（Fanum）和安科纳（Ancona）各派出1个大队。如果能占领弗拉米尼安大道（Flaminia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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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伊古维乌姆（Iguvium），他就能获得一条从阿雷提乌姆到安科纳的基地线，从而确保高卢老巢。

听说行政官特尔穆斯率领5个大队正在加强伊古维乌姆的城防，而当地居民心向恺撒。23日，恺撒派遣库里奥率领来自阿雷提乌姆和皮绍鲁姆的3个大队前往该城。12月25日，见敌军逼近，特尔穆斯撤出该城，但是他的部队不愿意与恺撒为敌，便抛弃了他各回各家。库里奥进城占据了伊古维乌姆，彻底解决了恺撒的后顾之忧。

庞培周围没有可去的地方，恺撒将安东尼从阿雷提乌姆撤了出来，通过沿着海岸前进，他可以将任何妨碍他的交通线的危险降到最低。安东尼与在伊古维乌姆的库里奥会师，然后向安科纳进军，在那里与他的统帅会师。1月4日，恺撒给了部下一天的休整时间。

短暂的休整是恺撒能给予部队的唯一奖赏。两天后，他向安科纳西南的奥克西穆姆（Auximun）挺进，庞培的副将阿提乌斯·瓦鲁斯正在那里为主子招兵买马，他的上级伦图卢斯·斯平特尔正在阿斯库卢姆，奥克西穆姆的元老院拒绝支持阿提乌斯，后者退出此地。恺撒的前锋部队紧追不舍，进攻阿提乌斯的士兵。部分人一哄而散，大部分人兴高采烈地加入恺撒的麾下，恺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阿提乌斯·瓦鲁斯的首席百人队长路求·普皮乌斯（Lucius Pupius）被俘并送到恺撒面前，他立即被释放了。恺撒与敌军中的单人不做任何争吵，他知道优待俘虏的价值。大约同时，希鲁斯（Hirrus）率领3000人撤离了卡墨里努姆（Camerinum）。

恺撒在奥克西穆姆受到了沉重打击，当时他获悉拉频弩斯背弃了他，迄今为止，拉频弩斯显然是他最忠诚、最能干的部将。恺撒没有试图阻止他叛逃，反而将他的财产和金钱都送还给他。这场不幸的事故的真实原因至今不明，但拉频弩斯投靠庞培之后，对这位十年以来如此能干和曾经热忱服务的老上司表现出了极大的仇恨。

数千名新兵愿意抛家舍业，将身家性命交给庞培，从而证明了对其党派的强烈感情，这在明显倾向恺撒的罗马民众中引起了巨大恐慌，20和21日，翁布利亚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关于“那个怪兽”正在向罗马挺进的谣言不胫而走。两天之内，执政官伦图卢斯、马塞卢斯和大部分法官逃出了罗马城墙。令人好奇的是，高卢征服者带来的恐惧是多么震慑人心，就好像那些可怕的蛮族又一次向罗马进军一样。恺撒的敌人在卡普亚以北的任何地方都心神不宁。在卡普亚，他们停下了逃窜的脚步，重新组建罗马政府，但他们忘记了举行通常的祭祀神明的仪式，更糟糕的是，他们忘记带走国库资财了。

抛弃罗马之后，庞培于27日在提纳姆-西迪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与他的重要支持者召开了一次会议。拉频弩斯也与会了，他们仔细研究了这场战役的各种可能性，庞培决定率领两个阿普亚军团前往皮克努姆，他在那里可以迅速招募足够兵力来阻遏恺撒的进一步进攻。三十五年前，庞培正是依靠在这个省份为苏拉招募军队而声名鹊起。于是，庞培前往卢克里亚去执行作战计划。但他总是无精打采地静待时局发展，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实际上他一事无成，直到一切都为时已晚。

恺撒南下皮克努姆，得到了多数城镇的热忱善意和物质支持，而且在每个地方都取得了成功。甚至由拉频弩斯兴建，事实上也为他所有的金古卢姆（Cingulum）城，也投靠了他，并为他送来士兵。很难说他的新兵数量有多么巨大。现在第12军团加入了他的麾下，恺撒率领第12、13这2个军团挺进，经菲尔穆姆（Firmum）和特伦图姆（Truentum）前往皮克努姆的首府阿斯库卢姆（Asculum）。伦图卢斯·斯平特尔手握10个大队的5000人，他也在恺撒的紧逼之下逃之夭夭了，大部分士兵投奔了新主人。1月11日，恺撒进了城。军事声威传播极快，所有士兵都渴望在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的统帅手下效力，同打了多次辉煌战役的官兵共同奋战。

维布利乌斯·鲁孚（Vibullius Rufus）是个优秀的老兵，庞培派他前往皮克努姆去弹压日益增长的亲恺撒情绪。途中遇到撤退中的伦图卢斯·斯平特尔之后，维布利乌斯接管了对方的部队，并将其打发走，他又收拢了希鲁斯的人马，随后又尽可能搜罗了为庞培准备的新兵，这些人加上其他撤退的庞培驻军，共拼凑了13个大队。1月11日，他与庞培留在集结点科菲尼乌姆的部将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合流，并且汇报了恺撒的行程。

多米提乌斯大约有20个步兵大队，他们是从邻国招募的，似乎比其他地方的兵员更强一些。与维布利乌斯的部队会师之后，多米提乌斯组建了33个大队。如果这些部将拥有真正的军人本能，他们就会向北迎击恺撒，以一种大胆的进攻态势与恺撒硬碰硬。或许他们不会获胜，但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恺撒拥有2个军团。他通过搜罗伦图卢斯的逃兵，并将他们聚集在自己的战旗下而增加了兵力。他只耽搁了一天，超过了召集这些人准备粮秣的时间，他立即南下，取道英特拉姆（Interamnum）和平纳（Pinna）来到科菲尼乌姆。科菲尼乌姆聚集了许多贵族和难民。

与此同时，卡普亚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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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所有损失都归咎于庞培，新兵还没到，志愿者寥寥无几，贵族派的事业看来江河日下。庞培未能召集无数大队来对抗恺撒，而恺撒的人马的数量和热情却与日俱增，同时庞培只有两个忠诚度可疑的军团，几个新近招募的大队还没有编入军团。

恺撒发现了多米提乌斯的前哨部队，大约5个大队，他们正在拆毁位于科菲尼乌姆以北4.5千米阿特努斯河（Aternus）上的桥梁。恺撒的前锋部队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迅速勇猛的攻势，将这股敌人击退，挽救了这座桥。1月18日，恺撒过了桥，出现在科菲尼乌姆城下。他的阵地位于科菲尼乌姆以东，截断了多米提乌斯与庞培之间的联系。现在手握15个大队的多米提乌斯准备组织固守。此前多米提乌斯已经急忙向依然在阿普利亚的庞培求援，他告诉庞培，恺撒会出现在他们之间，因此恺撒很容易被他俩包围在科菲尼乌姆所在的狭窄山谷里面，但是如果得不到援兵，他会被恺撒团团围住并全军覆没。他向手下许以重赏，一旦取得胜利，他会拿出自己的地产，给予每名士兵4罗亩（acres）
[11]

 土地，老兵和百人队长获得的赏赐相应也有所增加。科菲尼乌姆位于一片周围都是高山峻岭的平原上，原是一个古代湖泊的湖床。这是一个很坚固的重要城市。一道坚固的城墙保卫着超过12.6平方千米的城区，进攻者只能从城南发动进攻。这片平原只能从北方通过阿特努斯河的两条河谷进入。多米提乌斯明智地选择它作为自己的巢穴。正在等待来自高卢的进一步增援的恺撒，在城下通往苏尔摩（Sulmo）的道路上扎下了两座营盘。

恺撒很快就得到消息，位于科菲尼乌姆东南15千米的苏尔摩准备投靠他，但是却被卢克雷提乌斯（Lucretius）和阿提乌斯率领的7个大队守军管得死死的。恺撒派遣安东尼率领第13军团的5个大队前往那里，城门向他敞开，那几个大队投到了恺撒的旗下。恺撒并不关心敌方首领。卢克雷提乌斯逃跑了，阿提乌斯被俘，却被安然释放。同日，安东尼返回恺撒的营盘，在几个小时内就打了一场漂亮仗。

恺撒决定在科菲尼乌姆筹集粮秣、加强防御，等待其他部队前来会师。除了第8军团，这里很快就来了22个新招募的大队，还有来自诺里库姆（Noricum）的300名高卢骑兵。他在自己的封锁线上为这些人马建造了一个营寨，任命库里奥担任指挥官，这样就能控制瓦勒里亚大道（Via Valeria）了。恺撒继续兴建他的封锁线，这条由塔楼加固的封锁线将整个营盘连接起来，全长约7.5千米。他的3个老军团（第8、12、13军团）和大约30个大队的新兵组成了一支将近2万人的军队。他用这些新大队组成了3个新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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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菲尼乌姆




科菲尼乌姆城下的工事完工的时候，经历了一番信函往来的庞培终于告知多米提乌斯，他无法派来援军，但是多米提乌斯必须尽其所能挽救自己的军队。现在，多米提乌斯改变了主意，他欺骗士兵们说庞培的援军马上就到，而自己却筹划逃跑，他的手下发现了密谋，于1月23日发动了兵变，逮捕了他，告知恺撒他们要开门投降。尽管相信守军是真心投降，恺撒也没有给守军留下任何反悔的机会。他依旧全力以赴完成他的封锁线，告诫军官们要格外慎重，严令任何人不得在夜间睡觉。每个人都剑拔弩张准备战斗。到了夜间，伦图卢斯投降了，得到恺撒的宽恕后，他又被放回了科菲尼乌姆，他在城中汇报了恺撒的慷慨大度。次日早晨（1月24日），多米提乌斯、维布利乌斯、瓦鲁斯和鲁勃里乌斯（Rubrius）与其他众多显贵放弃了抵抗。恺撒饶恕了他们的忘恩负义，每个人都曾欠恺撒的人情债，恺撒保护了他们，使之免受士兵们的嘲笑，还把多米提乌斯带出罗马城并把发放给士兵们的600万塞斯退斯还给了他。对罗马而言，恺撒对于科菲尼乌姆的仁慈产生的惊喜效果，堪比他进军罗马时带来的恐惧。他不再是“怪兽”。民意潮流开始转而支持他。

恺撒命令多米提乌斯的士兵向自己的鹰帜宣誓效忠之后，恺撒只在科菲尼乌姆城下逗留了一周，随即沿着海岸穿过马鲁基尼人（Marrucini）、弗伦塔尼人（Frentani）和拉里那特斯人（Larinates）的地界，进入了阿普利亚。他猜测庞培会设法离开意大利前往希腊。他了解庞培的秉性和处境。布隆狄西乌姆（Brundisium）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合适的港口，事实上也是庞培的唯一港口，恺撒希望能先于庞培成功抢占此地，从而将他困在意大利，并且尽快迫使他与自己会战。

事实上，这正是庞培自1月起的盘算。他看到半岛上几乎所有人都加入对手的麾下。他因为叛逃总共损失了将近60个大队。他在罗马附近纠集的一群人已经南下坎帕尼亚，肯定没有其他新兵了。随着事态走向明朗，庞培几乎不能指望自己能在意大利立足。有一支潜在的军队还在他的指挥下，庞大到足以在恺撒抵达皮克努姆之前将其击败，他让所有机会都溜走了。他早已养成的拖沓习惯在他身上滋生，正是恺撒对这一事实的正确估计才使恺撒冒失而安然地挺进意大利。庞培现在只有两个卢克里亚军团，他们都是最近才从坎帕尼亚招募的新兵，加上驻扎在皮克努姆的几个依然忠诚的军团，早已不再是他那风驰电掣的敌人的对手了。他认为最好不要在意大利进行全面会战，而是将其带到希腊，他在希腊可以集结更多军队，而恺撒在那里距离与之亲善能提供支持的人民更远一些。这两个人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很有特点。恺撒的所作所为都很积极主动，深切理解自己的意图，他已经准备要一战定乾坤。庞培狐疑不定，不能确定自己的目的，他似乎羞于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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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爆发时的恺撒（柏林博物馆）




庞培没有亲自处置这个问题，而是一直高卧在“阿普利亚的钥匙”卢克里亚及其附近——这个对汉尼拔来说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司令部设在拉里努姆（Larinum）。之前曾有几个大队从卢克里亚前往卡努西乌姆（Canusium），现在所有人马都去了布隆狄西乌姆，他的新兵们受命前往那里与他会合。1月28日，他本人抵达此地。然而，他的不少新建大队抛弃了他，投奔了恺撒。在这里他命令所有能到手的战舰和运输船都从附近的各个港口前来听令。

庞培的算计从一开始基本上就是错误的。他没有采取任何及时的手段来保卫意大利，而是将意大利作为奖品抛弃给恺撒。他放弃了自己本应完全出于道德影响而不惜一切代价去坚守的东西。庞培一放弃意大利，恺撒就完全控制了罗马，完全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被赶出罗马之后，庞培还能在行省维持多久的影响力？他的离开完全就是为了逃跑。当斗争来临时，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这场斗争完全是由他自己挑起的，但是他现在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将最为巨大的优势扔给了恺撒阵营。他的举措显示他缺乏算计和决心，就像他显然害怕恺撒一样。公平地说，庞培的同僚们大多坚决反对他的策略。




[1]
 译注：相关事件见第十五章的注释。



[2]
 译注：维齐尔（vizier）意为宰相，往往还有军权，是中东国家最崇高的官职，例如在作者撰写本书时还存在的奥斯曼帝国，维齐尔权力之大，地位之高，仅次于奥斯曼苏丹。但是维齐尔一词起源于中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克拉苏东征时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只能说作者古为今用了它。



[3]
 译注：在冷兵器时代，东西方的军队通常减小正面、增加队列的纵深来防止被敌军突破。进入热兵器时代，为了充分发挥火枪的威力，各国军队逐渐拉长正面，减小纵深来让火枪兵们都有开枪的机会，提高火力密度。在卡莱，帕提亚弓骑兵采用了相当现代化的阵型，从正面和两翼半包围罗马军团，拉长进攻正面，以充分发挥弓箭火力，最终全歼了克拉苏的东征军。



[4]
 译注：尤利娅·恺撒·菲拉（约公元前76—前54年），恺撒的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唯一子女，公元前59年嫁给庞培，成为庞培的第四任妻子，也是联系庞培、恺撒的政治纽带，以才貌双全著称。



[5]
 译注：按照欧洲中世纪的习惯，一人将手套扔在另一人脚下，就是向他发出决斗要求。



[6]
 译注：今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



[7]
 译注：当时意大利和山南高卢的法定边界是卢比孔河，恺撒作为高卢行省的代执政官，按照法律不得率领军队擅自进入意大利，渡过卢比孔河就意味着内战正式开始。阿里弥努姆是进入意大利的第一个市镇。今天卢比孔河已经干涸、消失，具体位置也有争议。



[8]
 译注：今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



[9]
 译注：古罗马大道，范围是从罗马城至翁布里亚东海岸。



[10]
 译注：罗马的自治城市和殖民地都有元老院。



[11]
 译注：1罗亩为14400平方罗尺，约合1260平方米，4罗亩就是5040平方米，约7.5市亩。








第二十七章


布隆狄西乌姆和马赛（公元前49年2月至4月）

得出了无法保住意大利的结论后，庞培将司令部设置在布隆狄西乌姆，在这里搜罗人马。他武装了一大批奴隶，并从坎帕尼亚牧民中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300人的骑兵。这帮牧民号称“意大利牛仔”，是组建非正规骑兵的好兵苗子。有相当一部分税收没能到达他的手上，许多大队在路上开了小差。有些部队在向庞培靠拢的路上投靠了恺撒，但是庞培在布隆狄西乌姆聚集了一群政客和军人，这帮鱼龙混杂的人多达2.5万人。庞培派遣梅特卢斯·西庇阿（Metellus Scipio）去叙利亚招兵买马。公元前49年1月，他派遣执政官们
[1]

 率领30个大队组成的先头部队前往伊庇鲁斯（Epirus）的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并且承诺将迅速率领其余人马紧随而去。但是，他的错误策略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显而易见，逃兵络绎不绝。他手下的2名行政官曼利乌斯和鲁提利乌斯率领9个大队投靠了恺撒。

在与庞培的所有往来通信中，恺撒一再要求举行一场私人面晤，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进行友好协商，又通过他擒获的庞培手下的工程主管马吉乌斯（Magius）向庞培传话。他的睿智让他看清，如果庞培逃到希腊，他必须要打一场漫长乏味、前途未卜的战争，为了不让这一事实影响他的算计，他不会被政治激情的浮云遮住眼。但是，他的努力劳而无功，无论是出于个人还是策略原因，庞培都刻意回避举行会晤。

在科菲尼乌姆耽搁了7天后，恺撒途经安萨恩姆（Anxanum）、提纳姆（Teanum）、阿尔皮（Arpi）、卡努西乌姆和巴里姆（Barium）杀向布隆狄西乌姆。2月9日，他抵达城下，期间行军17天，日行25千米。现在他拥有6个军团，包括老兵组成的第8、12和13军团，其余的军团是由他刚刚招募和自愿投靠他的人马组成的，总共至少有2.5万名军团士兵。此外，多米提乌斯的大队已经被他派往西西里岛了。

布隆狄西乌姆是旧大陆最好的港口之一。这座城镇防御严密，它面对大陆的一侧由一道密布塔楼的城墙保护。它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亚得里亚海上的重要港口。

恺撒确定了执政官们率领30个大队已经去了迪拉基乌姆，而庞培率领20个大队留守布隆狄西乌姆。这50个大队共约3万人。庞培没有足够的船只能将所有部队和非战斗人员一次性运走。恺撒立刻抓住了将庞培与投靠他的人马割裂开的机会。恺撒唯一能做的是不让庞培使用布隆狄西乌姆，庞培在这个控制着亚得里亚海的港口等着他的舰队回来接自己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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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隆狄西乌姆




恺撒动手了。他从大陆一侧开始，修建了一圈将城镇封锁起来的工事，将他的军团安置在三个由封锁线连接起来的营盘里，然后继续向外修建深入港口的工事，在靠近港口入口的两侧，恺撒修筑了两座营盘，在港口入口最狭窄、水最浅的地方，修建了两条大约6米宽的防波堤，相向延伸。这两道防波堤用圆石、木料和其他能到手的建材筑成。从海岸修出去约75米之后，海水的深度令工程难以迅速完成，为了连接这两道防波堤，恺撒设计了许多浮动木筏子，它们9米见方，四角都用铁锚钉在海里，上面覆盖着泥土，用柳条栅栏给予防护。每隔三个木筏子，他就修建一座两层高的塔楼，以获得有效的交叉火力。为了阻止封锁工程的进展，庞培将他手中的商船武装起来，船上修建三层塔楼，然后派它们出港阻挠和突破恺撒的工程。两支敌对的海军之间的零星冲突每天都会上演，弓箭手和投石手之间猛烈交火。

现在，恺撒通过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这个信使第三次寻求与庞培的个人会晤。当时两位执政官都在迪拉基乌姆，庞培以没有执政官的提议和同意，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为借口，拒绝了这一提议。这样的托辞令恺撒下定决心倾尽全力推动战争。

封锁的第九天（2月17日），恺撒的封锁工程行将竣工，那支将两位执政官送往迪拉基乌姆的舰队返回并设法进入了港口。庞培立即决定率领他的剩余兵力离开布隆狄西乌姆。他加固了城墙，在街上设置路障，以免他登船的同时恺撒从大陆一侧进城。市民们显然支持恺撒，将庞培的计划告知了恺撒。由于庞培建筑的防御工事包括各式各样的障碍物和坚壁高垒，以及他在夜间登船时留在城墙上的精选后卫部队，恺撒对庞培的确切动向完全一无所知，没有采取任何准备工作来阻挠庞培的撤退。尽管对庞培的士兵们的暴行深感不满的市民们试图将庞培的行动告诉恺撒，庞培依然还是得手了。庞培安排撤退的手段出奇地高超：他在恺撒携带云梯抵达城墙脚下之前就弃岸登舟了，在恺撒因得知城内密布机关陷阱而小心翼翼的同时，庞培在恺撒抵达港口之前扬帆出港了。庞培遭到的仅有失利是他的2艘满载士兵的船只被港口封锁链和防波堤纠缠住，因而被俘。

庞培就这样溜之大吉了，尽管恺撒费尽心机要与之在意大利大战一场，由于庞培已经占有了海岸上的全部船只，恺撒无法从比高卢和西班牙更近的地方得到任何船只，正如他所说，在西班牙他被迫放弃了目前追随敌人的念头。如果他将庞培封锁在布隆狄西乌姆，他或许已经在那里结束了战争，而不是耗费四年多的时间在地中海盆地周围追杀庞培的党羽。可以肯定的是，恺撒开始意识到与蛮族和与罗马人作战的区别，但他依然有充分理由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他一直在与罗马人民的偶像——伟大的庞培发动战争。然而，渡过卢比孔河六十天之后，他已经占据了整个意大利。他一定敏锐地意识到，在所有孕育军事成功的要素之中，他都占据上风。他的决心、精力和神速都与庞培的软弱摇摆、优柔寡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无疑，恺撒通过占据意大利赢得了先机，但是他的责任和风险也相应地增加了。现在，他的全部兵力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驻扎在半岛上，这将相应削弱他的军事力量。鉴于他没有舰队，而庞培可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埃及的粮食供应，意大利很大程度上任由庞培摆布。来自东方的收入不再流入罗马国库，而在中途被庞培拦下来，意大利急需这些款项，因为一切有组织的行动都依靠大把金钱。起初恺撒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即使视之为伟大领袖的人也没有。他的许多权力追随者是放荡淫乱、不负责任、债台高筑和胆大妄为之徒。人民严重担心马略和苏拉的恐怖事件卷土重来。但是，没过多久恺撒就成功确保了人民的安全。意大利平静下来，尽管恺撒实际上是专制君王，但每个人都知道统治者的更迭是更加有利的。

现在，恺撒根据庞培逃往希腊的情况改变了计划，他命令沿海城镇不计来源地提供船只，并将它们送往布隆狄西乌姆。他下令组建两支新舰队，一支在亚得里亚海，一支在伊特鲁利亚，分别由多拉贝拉和霍尔滕修斯（Hortensius）指挥。恺撒派遣瓦勒里乌斯（Valerius）率领1个军团前往撒丁岛，另派遣一支部队前往最重要的粮食基地西西里岛，其中有由在科菲尼乌姆俘获的大队组成的3个军团和1个新建军团，他还指示瓦勒里乌斯平定了西西里岛之后就进军非洲，那里的政府因庞培党的内部纷争而动荡不安，也许可以倒向他的阵营。这几位部将到达之后，发现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被各自的总督马可·科塔和马可·加图匆忙放弃了（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似乎对恺撒的迫近心惊肉跳），逃出庞培掌心的当地人热切地倒向了恺撒的事业。撒丁岛的卡拉利斯人（Cavalitans）赶走了科塔，而正在为庞培全力以赴装备船只和招兵买马的加图感到自己无力为主子掌控这个岛屿，便乘船前往伊庇鲁斯与其合流。恺撒党在这里轻易捡了个大便宜。

非洲根据抽签归图贝罗（Tubero）管辖，当这位新任总督来到他的行省时，发现阿提乌斯·瓦鲁斯（Attius Varus）正在这里发号施令。我们还记得瓦鲁斯在奥克西穆姆损兵折将，逃到了非洲
[2]

 ，这里似乎是所有贵族的无限避难所，而且他发现当地没有总督便接管权力，组建了两个军团。由于此前他曾在这里担任过行政官，所以没遇到多大阻力就得手了。随着法律和秩序似乎已经成了过往云烟，瓦鲁斯并不打算放弃到手的权力，他粉碎了图贝罗在乌提卡（Utica）的尝试，将其驱离非洲海岸。

庞培错误估算了意大利贵族派的影响力。事实证明，在以恺撒为首的民主派面前，他不是对手。这是促使他决定离开意大利，以希腊为战场的事实之一。他将国家战利品中最好的一部分抛弃给了恺撒，现在恺撒牢牢把控着到手的奶酪。

在西班牙有庞培的7个军团。按照《内战记》的说法这些军团是对高卢持续和严重的威胁，它们也可能真的被领到意大利。恺撒认为，这些军团造成的直接威胁更甚于庞培本人。因此，当庞培逃出恺撒的陷阱前往希腊（Hellas）时，恺撒认为自己可能被迫要去关注伊比利亚而非庞培本人了。

庞培可能已经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没人告诉我们它是怎样的，但《内战记》和其他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会帮助我们猜测一二。庞培没有预料到恺撒会突然入侵意大利，他打算悄无声息地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同时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向高卢发动针对恺撒的战争。由于时间站在他一边，他可以率领15—20个军团进军高卢，以支持他的马赛作为基地。当这一计划因恺撒的积极行动而受挫时，庞培本人可以更好地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他的军团和部将们会事半功倍，并且将那个国度变为他的战争舞台，而希腊由他的副将打理。但是，庞培受制于他的政治伙伴，他在东方有更庞大的资源，所以不能冷静地将这件事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他的优柔寡断说服他乘船前往希腊，并将意大利丢给了以恺撒为首的民主派。

毫无疑问，如果庞培具备恺撒一半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将自己留在意大利，而非拔营而去。战争的关键是未雨绸缪，庞培没有做任何准备。他的脾气秉性和所作所为总是得过且过，如果他及早在意大利和东方征兵，将半数西班牙军团调往意大利，恺撒在其选择的路线上的进军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庞培在皮克努姆的出现可能就会改变战局，他在全力以赴时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如果他不能守住罗马，也可以控制海岸上的某个据点，掌握他的舰队能控制的每一寸土地，如果从各省召集来军队，他的兵力将远远超过恺撒。当你的对手积极行动以谋求优势时，按兵不动只能造成灾难，这是合情合理的结果。我们会看到，恺撒在与罗马军队和三流将领对抗时，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果他一到安科纳，就发现伟大的庞培亲自率领哪怕是一群新兵蛋子拦住去路，他还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迅速进展吗？那时恺撒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全面评估他的对手。庞培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没有做好准备就投入了战争，接着他犯下的更大错误是未经一战就抛弃了意大利。

[image: ]
◎ 意大利、西班牙、伊庇鲁斯




至于恺撒，他没有追赶庞培，反而发动西班牙战役之举是否明智呢？他留给庞培的每个月时间，都会使庞培搜罗更多人马和物资，使其成为一个更危险的对手。尽管西班牙丰饶富庶，是个高价值目标，恺撒也必须阻止西班牙军队在其后方作乱，但他离开意大利却不去追杀庞培，而是直接背向庞培前往西班牙，会让人觉得他畏惧庞培，导致他在精神方面丢分。这种力量是通过他自己大胆深入意大利和庞培愚蠢地渡海逃往希腊得到的。恺撒不得不走陆路进入西班牙，为什么不途经以利哩古前往希腊，并将庞培逼入死角呢？可以说，恺撒对他所了解的庞培的性格颇有信心，他断定庞培不会尝试杀回意大利，但没有算计他的大军。恺撒怎么会相信庞培会如此懈怠无为呢？他没有低估他的对手吗？单从《内战记》中罗列的理由来看，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要前往西班牙，而非前往希腊追杀庞培。庞培征集了东方军队后，恺撒的伊庇鲁斯战役险象环生，几乎惨败，这一切表明，他没有在对手集结兵力之前发动进攻，给了对手明显的优势。

我们可以假定，恺撒认为如果他离开意大利前往希腊，会诱发意大利的党派纷争，而庞培的7个军团很容易从西班牙来到罗马，令他后院起火。而庞培会牵制他去往远离他的天然基地的地方，即以高卢为后方的意大利，他希望通过解决西班牙问题来更放心大胆地讨伐庞培。换句话说，恺撒觉得只要庞培在西班牙还有7个军团，意大利就不是他的，他不愿意在意大利不稳固的情况下进攻庞培，除非他的基地稳如泰山。这个理由就够了，但是，他能不能用比利牛斯山中的一支较弱的老兵部队消灭7个庞培军团，并且在庞培集中起全部兵力或招募更多人马之前，途经以利哩古进逼庞培，在战略上依然保持强势？打击庞培的时刻也正是他最担心遭到打击的时刻。身在希腊拥有无限资源的庞培难道不是比西班牙的7个军团更严重的威胁吗？恺撒怎能指望庞培一离开意大利就不会卷土重来呢？恺撒能不能率领他的大多数军团途经以利哩古杀向庞培，并且击败庞培，抑或在庞培的西班牙军团采取行动、造成严重危险之前，迫使庞培带着对敌人的刻骨恐惧逃之夭夭，将永远是个疑问。恺撒的驻高卢部将们比庞培的驻西班牙副将们更加优秀，他们可能会更好利用比利牛斯山抵御对手。

所有这些讨论都基于假设，关于恺撒行为的原因，《内战记》所言甚少。“我要启程去与一支没有领袖的军队作战，”他说，“就好像与一位没有军队的领袖作战一样。”格言不能解释一切，我们只知道恺撒决定前往西班牙。

恺撒将手下各军团分派到主要城镇进行休整之后，前往罗马。3月3日，他让保民官们召集剩下的元老们开会，陈述他的不满。他声称，庞培应该像自己愿意做的那样遵守法律，并且要求派遣使节到庞培那里达成双方的和解。但是，没人愿意担任使节，因为庞培已经宣布，那些留在罗马的人，与恺撒军营中的人一样都是他的敌人。

恺撒一无所获，他在罗马的暗敌甚多。在离开首都之前，他从国库提取了存放在那里的用来抵御高卢人、保卫罗马的资金，他声称由于他已经征服了高卢人，所以这笔钱已经不再有用了。保民官梅特卢斯试图阻止他这样做，但恺撒拔剑向他喊道：“年轻人，我做事像说话一样容易。”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不久之后，恺撒就不得不向他的军官们借钱来支付军团的开销。对罗马公民而言，看到国库遭到这般掠夺一定是蔚为奇观，但他们无能为力，恺撒是唯一的主人翁。

恺撒将他的军团散布在从高卢到西西里的地域中。他的兵力分散，不得不做出调整以符合他的新计划。他的新建部队驻扎在阿普利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驻扎在拥有良好港口的沿海城镇，命令第8、12和13军团返回高卢，在那里他已经调来了德来朋纽斯及其3个军团，继而将这些兵力与费边的3个军团集中在奈波高卢。随后，他将罗马交给马可·雷必达（Marcus Lepidus）
[3]

 打理，意大利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马可·安东尼，以利哩古交给盖乌斯·安东尼（Caius Antonius），李锡尼·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管辖山南高卢。他释放了正在罗马当俘虏的犹太国王亚利多布（Aristobulus）
[4]

 ，希望他能够回国后反对正在叙利亚为庞培招兵买马的部将西庇阿。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他于3月9日离开罗马，前往山北高卢行省，随后经山下大道（Corniche）前往马赛，大约12天内他抵达了马赛附近。

与此同时，恺撒在科菲尼乌姆释放的维布利乌斯·鲁孚已经前往西班牙为庞培效力。我们还记得被元老院任命继恺撒担任高卢总督的多米提乌斯得到了伊吉利乌姆（Igilium）和科萨（Cosa）的资助，搞到了7艘桨船航向马赛。恺撒沿着海岸行军时，他听说马赛已经从附近地区收集了所有粮食，并加固了城镇，庞培的追随者已经煽动起市民支持庞培。他们还得到了西阿尔卑斯山区，今天迪朗斯河（Durance）与韦尔东河（Verdon）之间的阿尔比西人（Albici）的支持。一抵达这个地方，恺撒就邀请若干马赛的上流人物来他这里，费尽口舌说服他们为自己的事业效力。但是这一次，他的雄辩被证明是白费唾沫。这帮官员声称，他们从庞培那里得到的恩宠与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不相上下，他们不能效忠于双雄中的任何一个，也不会允许军队进入他们的港口。在谈判期间，多米提乌斯率领他的舰队来了，获准进入港口并被任命为总督。恺撒没有船只，没有办法阻止他。

多米提乌斯立即着手组建一支舰队。他逮捕了所有港口中和附近的商人，没收他们的货物（主要是粮食），用于准备抵抗围攻。对于一个普罗旺斯城镇会背叛自己，以及由于得到阿尔比西人的援助，马赛可能会在色克蒂留斯泉截断从意大利通往西班牙的道路而造成的危害，恺撒怒火中烧，开始为围攻马赛做准备。他不能任由这个敌对城市留在后方不顾，至少也得封锁它，马赛是地中海中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它造就的榜样力量可能是灾难性的。在附近的阿雷拉特（Arelas），恺撒在短短的30天内建造和装备了12艘船只，交由文内几人的战胜者、心灵手巧的德基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指挥，留下德来朋纽斯指挥3个军团围攻马赛。他本人着手修筑一道封锁线。

我们还记得费边的3个军团在奈波息冬。恺撒传令给安东尼，让他率领已经在途中的第8、12和13军团赶紧调转行军方向，由高卢转向西班牙。与此同时，在他自己到来之前，另外派遣费边和3个军团前往西班牙，占领比利牛斯山隘口。费边进军神速，将庞培的小股党徒（路求·阿弗拉尼乌斯手下的部分人马）赶出了比利牛斯山隘口，继而南下西班牙。占据比利牛斯山本来是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Petreius）的目标，但是费边抢在了他们前面。

维布利乌斯·鲁孚带着让自己代表庞培管辖整个西班牙的指示刚刚抵达。这几位将军依然拥兵自重。此前就驻扎在西班牙的部将们：路求·阿弗拉尼乌斯、马可·佩特雷尤斯（Marcus Petreius）和马可·瓦罗（Marcus Varo）手握7个军团，瓜分了伊比利亚半岛，他们事实上都是独立诸侯。阿弗拉尼乌斯曾在庞培的领导下对付塞多留斯和米特拉达梯，在近西班牙（Hither Spain）手握3个军团，即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以东、以南地区；佩特雷尤斯率领2个军团坐镇阿那斯河（river Anas）附近；瓦罗率领2个军团驻扎在阿那斯河与西班牙西海岸之间。

一得到意大利和马赛的消息，佩特雷尤斯就率军向阿弗拉尼乌斯靠拢，4月初，两军在伊莱尔达（Ilerda）
[5]

 附近的西科里斯河（Sicoris）
[6]

 河畔会师，瓦罗留下镇守西部。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5个军团得到了由这些部将招募的大批辅助兵力和骑兵的加强。在整个西班牙共有7个上文提到的军团，其中6个是意大利老军团，1个西班牙军团，80个大队的辅助部队，包括来自近西班牙的盾兵，来自远西班牙的皮盾兵，还有5000名西班牙骑兵。难以估算这些兵力的准确数目。按照正常的兵力编制，全军应该有8.7万人。

但是，如果他们只是野战兵力的平均水平，即每个大队400人，他们会有6.5万人，骑兵约7万人
[7]

 。恺撒计数了费边的兵力，他在原地拥有3个军团，另有3个从意大利开来的军团、5000名高卢辅助步兵、3000名日耳曼和高卢百战骑兵，以及同样数目的新编步兵和骑兵，他们都是从阿奎丹尼亚和毗邻山民中间招募的声誉卓著的兵员。总兵力同样难以估算。恺撒手下的大队数量很可能少于庞培的部将们，因为后者的兵力没有因战争的消耗而遭到削弱。如果如前文我们所说的，恺撒的大队平均人数是360人，他的鹰帜之下的总兵力就是3.76万人。毫无疑问，总兵力不到4万人，但都是百战老兵，其中有许多高卢酋长中的精英。斯托费尔估计费边有2.5万人，或者加上这3个军团还有3.6万人。估计这个数字已经很贴近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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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培的西班牙军团




恺撒花光了所有金钱，包括他从罗马国库搜刮来的那一大笔钱，用于支付他的军团费用。现在，他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来招募更多军队。他从军团指挥官和百人队长手中借来了许多钱，再分发给士兵们。因此，他以慷慨大方赢得了士兵的欢心，同时靠借贷保证了军官们的忠心。当然，这种最初的做法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罗马军团首次面对罗马人结成的满怀敌意的战阵，而对他部下的忠诚的双重控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命运的纽带。




[1]
 译注：公元前49年的两位执政官都属于庞培党，分别是路求·伦图卢斯和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



[2]
 译注：当时的非洲远比今天的小，只包括迦太基共和国故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突尼斯共和国。阿非利加东面的埃及属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西面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属于努米底亚王国和毛里塔尼亚王国。



[3]
 译注：马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约公元前89—约前12年），罗马政治家，公元前43年与屋大维、安东尼组成后三巨头。



[4]
 译注：犹太王国哈斯蒙尼王朝国王兼最高祭司，公元前66—前63年在位。公元前63年，庞培攻克耶路撒冷，将其废黜，押送到罗马。



[5]
 译注：今西班牙莱里达（Lerida）。



[6]
 译注：今塞格雷河（Segre）。



[7]
 译注：原文如此，应该是7000名骑兵。








第二十八章


伊莱尔达（公元前49年4月至6月）

从伊比卢斯河到伊莱尔达的这片原野山岭密布，在恺撒时代部分地区林木葱茏。伊莱尔达城坐落在西科里斯河河岸上的一块陡峭、高峻的岩石上，严密监控着周围的原野，该城以北地形平坦。尽管伊莱尔达是一个战术防御的绝佳地点，但并非是一个可以控制或保卫西班牙中部的战略要点，埃布罗河才是真正的防御线，但是庞培的部将们不仅没能控制它，而且连埃布罗河与河外内地之间的安全交通线都没掌握住。他们由于拖延放弃了比利牛斯山天险，仅仅依靠伊莱尔达来保卫西班牙的方针简直是鼠目寸光，他们“决定在伊莱尔达附近作战，因为在这里的地势很有利”。

大约在4月20日，费边“神速进军”从比利牛斯山抵达伊莱尔达，他发现阿弗拉尼乌斯驻扎在该城以南约240米西科里斯河右岸的一座孤零零的山冈上，骑兵驻扎在这个营盘与河流之间的土地上，城镇的地势令其牢不可破。在营盘与城镇之间还有一块略高的地面，它的南部更靠近营盘而非城镇。在这个位置上，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决定继续坚守，直到庞培到来，据说他们的主公正在取道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
[1]

 前来与他们会合。很难说这则谣言是怎样产生的，它没有任何依据可言。庞培党在伊莱尔达贮存了大量粮秣，但依然不足以维持一场长期战役。然而，他们认为可以在这里控制深入西班牙内地的道路，从而阻止恺撒军队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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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莱尔达和附近地区




费边在西科里斯河右岸，大约阿弗拉尼乌斯上游4.5千米两条注入西科里斯河的小溪之间的山坡上安营扎寨、修筑壁垒。在这里，“费边通过信件和使者，试探邻近各邦的态度”。5月中旬，来自意大利的3个军团与他合流。他在西科里斯河上架起了两座桥，一座在他的营盘左侧附近，另一座在距他6千米的上游。阿弗拉尼乌斯早已控制了伊莱尔达的那座石桥。

由于右岸的粮食补给已经耗尽，两军都经常派兵越过本方的桥梁搜集粮秣，零星冲突时有发生。5月21日，费边派遣骑兵和两个军团掩护筹粮队越过下游河桥，在骑兵过桥之前，车队的重量加上河流的高水位导致桥梁断裂，步兵失去了与营盘的联系。尽管如此，渡河的步兵依然继续前进，丝毫没想到他们已陷入险境。看到桥梁的残骸顺流而下，阿弗拉尼乌斯猜到了缘由，便率领四个军团和全部骑兵离开伊莱尔达，经自己的石桥过河，进攻费边的两个没有后援的过河军团。负责指挥费边过河军团的副将路求·普兰库斯（Lucius Plancus）“占据了一处高地，把他的部下背对背分成两列，两面迎战”，大概指排成了方阵，也许两个军团背靠背布阵，抽调出一个大队面向侧翼，以此抵御敌军骑兵的冲击。后来恺撒在鲁斯皮那（Ruspina）也采用了这种阵型，或许它已经或多或少投入使用了。在这里，普兰库斯英勇抵御阿弗拉尼乌斯的猛烈进攻。普兰库斯的防御奏效了，在敌军对他造成重大杀伤之前，费边率领两个军团的援军已遥遥在望。费边率领部下以轻装强行军，迂回穿过上游桥梁前来增援。阿弗拉尼乌斯认为此时撤退是明智的，于是战斗结束了。那座下游断桥被迅速修缮完毕。

这场遭遇战的两天之后，恺撒率领900名骑兵组成的卫队赶到了。彻底勘察了这个地区的地形后，他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身处希腊的庞培的潜在势力每一周都在增强。恺撒所有战役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个人的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行动。他从不静观事态变化，每当遇到问题都会着手解决。他的策划速度与执行速度一样令人叹为观止。他从不等待敌人发起行动，始终为自己保留先发制人的特权。现在他从每个军团中各抽出1个大队，总共6个大队留守营盘、桥梁和辎重，接着“带着全军出发，排成三列”战斗队形，面向右排成行军纵队向伊莱尔达挺进，面对庞培军营时展开了他的军团，他向阿弗拉尼乌斯提出了在对等条件下会战的要求。尽管阿弗拉尼乌斯率军出营以示决心，最终还是拒绝了会战——阿弗拉尼乌斯的处境不错，希望静候庞培到来。恺撒以战斗队形等了一天，尽管距离敌营只有750米，而且位于敌营所在的山脚下，他还是决定留在原地不动，免得敌人因看到他的撤退而士气大振。他让前两条战线提供掩护，第三条线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开始在距离敌人山脚600米的地方挖掘一条营盘前沿壕沟。由于阿弗拉尼乌斯可以从本方城墙的最高处看到寨墙的施工，所以起初恺撒没有修筑寨墙，免得阿弗拉尼乌斯在工程启动时发动进攻。他没有看到前两线恺撒军团后面的壕沟。没有筑墙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军团没有栅栏，手头也找不到，如果派人去远处取栅栏会引发危险。

如果在靠近敌人的开阔平原上筑营不算妙计的话，那也是大胆之举。它令人想起霍克齐（Hochkirch）战役前，腓特烈大帝就在奥地利人面前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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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非罗马式、没有先例的行动，恺撒没有给予充分解释。全军都在壕沟后面保持警戒。动手之后，恺撒用了一两天继续挖掘另一道营前壕沟，时刻保持一支大军在前方壕沟的后面提供掩护，同时对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置之不理，这两人每天都在不远处摆开架势要进行会战，但他们始终都留在山坡上不下来。第三天，当壕沟挖好时，恺撒在新营盘外修建壁垒，修完之后的当天就把河畔旧营中的辎重和大队调进来。新营的位置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利的，但它能使恺撒截断庞培军在河右岸筹粮的通道。

如前文所述，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在山冈上扎营。在他们与伊莱尔达城之间有一片宽约450米的平原，中间略有隆起，前文已经提到它的南面陡峭，高约15米。如果由恺撒来指挥敌军，他会占据这个阿弗拉尼乌斯忽视而没有加固的高地，因为占领它就能截断庞培军营与贮存给养的伊莱尔达城的联系，也会截断通往石桥的安全通道，通过使用这座石桥庞培军才能在右岸搜集粮秣。此举本身就是令人赞叹的转移行动，但行动的安排并非完美无缺。这座山冈距离敌人比恺撒更近，庞培军也一直在监控恺撒，所以恺撒必须要耍点花招才能夺取它。恺撒没有采用看起来更好的方案——派兵夜袭，而是摆开3个军团做出再次会战的姿态，他将军团部署在从庞培军营延展到伊莱尔达城前的地面上。第9和第14军团分别位于阵线中央和左翼。第14军团的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刻前进和占据那个山冈。可能只有第14军团的前两行的旗下精兵才用于进攻山冈。无论如何，这场进攻都没有完全策划好，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和速度。当时阿弗拉尼乌斯在值班，他并不打算接受恺撒的会战要求，但从他采取的行动中能看出他的目的，他用行动证明他比对手迅捷得多。他绝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截断退路。他派出那些恰好在营盘北侧执勤、预防对手行动的大队。正如恺撒所说，这些大队距离这座山冈更近些，尽管地形不能证实他的说法，阿弗拉尼乌斯还是率先上了山，并将恺撒的部下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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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伊莱尔达




即使派兵增援也不足以占领这座山冈，“他们被迫转身回到军团停驻的所在”。

阿弗拉尼乌斯的手下都是百战老兵，他们独特的战斗方法是在与卢西塔尼亚人和其他西班牙民族战斗过程中学来的。他们并非按照惯常的军团方式以密集队形战斗，而是分散在小股部队之中，在战场上随机应变或进或退。“如果受到的压力较重，他们就向后退去，放弃这处地方，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事情。”这似乎是一种松散的小组队形，由一部分人掩护另一部分人进行短距离冲刺前进，就像近年来为对抗精确射击武器的杀伤力而采取的战术体制那样。由于不习惯这种战术，还担心这些小股部队的冲刺会危及他们裸露的侧翼（右翼），恺撒的军团士兵们起初相当不安，而且当“前锋部队”（旗下精兵）从高地上退下来时，第14军团也撤了下来，退到后方的下一个山冈上，此举不仅削弱了整条战线，还给所有军团官兵带来了不安全感。

看到信心丧失造成的影响，恺撒必须立即予以克服。他掌控着位于战线上第14军团右侧的第9军团。恺撒身先士卒，通过一次大胆的进攻将敌人打乱并赶了回去，掩护了他战败的手下的撤退。一部分人退到那座双方争夺的山上，一直退到伊莱尔达城墙下，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重整旗鼓，另一部分似乎退入了营中。

伊莱尔达建于一块高出平原150米的岩石上，岩顶是一块2.16平方千米的平台。这块岩石除了南侧，几乎每一面都无法被攻破。在南侧，有一个类似峡谷的斜坡，上面有通往城镇的路，绵延约540米。靠近平原的峡谷入口约有315米宽，在城镇那一段约有105米宽。

敌人就是在峡谷的两道城墙中转过身来的，他们背靠城防工事，等候恺撒的第9军团。这个军团因获胜而胆气横生，又急于抹去战友们的失败而突进得太远，现在他们在一个难以脱身的山坡上作战，形势千钧一发。军团沿着巉岩嶙峋的山坡挺进，遇到了敌人坚不可摧的防线。当军团试图退却时，敌人从更高处猛扑下来。他们所处的城镇入口两侧都是崎岖不平的，只有一条下山的退路，也就是他们的来路。不仅敌人站在可以使用武器造成重大杀伤的地方，而且第9军团的侧翼无法得到援助，骑兵也毫无提供一臂之力的空间。与此同时，敌人背靠城镇作战，信心倍增。沿着这条路只有展开3个大队的正面空间，虽然恺撒没想到会在这么糟糕的战场上作战，他还是被迫不断投入生力军顶替疲惫的部队。敌人也是如此，“敌人的兵力在增加，不断有部队从营寨里派出来，穿过市镇赶来支援”，似乎表明从河边有通道进入台地，至少对友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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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北方看去的伊莱尔达




这个狭窄山坡上的激战持续了5个刻时，双方都寸步不让，恺撒也无法在士气高涨的情况下让部下脱离战斗。他显然派出了尽可能多的部队，连续在狭窄的战线上循环战斗，不断派遣生力军进行车轮战。正是这一点，让3个大队宽的正面前线打了5个刻时而没有丧失斗志。最后，恺撒的军团士兵们用尽了标枪。敌人看到了这一点，就重新振作起来，决心守住自己的战线。恺撒面临惨败的危险，但在他的鼓舞下，士兵们说服自己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拔出短剑向位于山上的敌军大队冲杀过去，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地逃进伊莱尔达城内。在这次冲锋的掩护下，他们撤到了一个骑兵可以在侧翼列队的地方，“驻在两侧的我军骑兵，虽然停驻在倾斜而又低下的地方，这时也极勇敢地奋力登上山顶，在两军阵列之间往来驰突，使我军的撤退更为方便和安全”。此处的骑兵以极大优势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骑兵的进攻加上步兵的巧妙攻击，阻止了敌人的追击。

战斗未分胜负。撤回营中之后，恺撒发现他损失了1位百人队长、70人阵亡、600人负伤。正如《内战记》所言，敌人仅阵亡一项就有200名士兵和5位百人队长，负伤数字没有给出。鉴于这场战斗激烈地打了5个刻时，这不是非常严重的损失。它表明罗马军团士兵穿着坚固的铠甲，手持宽阔高大和熟练使用的盾牌，只要阵型不乱，士兵会非常安全。

总体而言，在古代一支被彻底打垮的军队所蒙受的损失往往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损失可怕得多，胜利者的损失通常绝非很大；我们熟悉的常规战役、前哨战和恶性战斗的伤亡往往比激烈战斗的大得多，而相比现代战争又很小。在恺撒的一场战役中，受伤造成的损失比例一贯很低。

双方都宣称取得了伊莱尔达战斗的胜利，恺撒的手下如此认为是因为尽管他们起初被击退，但却把敌人逼到了城门前，并将敌人压制在那里，此外他们用剑将敌人赶上山，是一大非同寻常的壮举；阿弗拉尼乌斯的部下则是因为他们在激战中保住和巩固了这片高地，这样他们就能用坚固的工事巩固防御，并派驻守军。

恺撒的行动到目前为止的结果是，他那远比阿弗拉尼乌斯部优秀的骑兵可以控制周围地区，而且通过监控桥梁，可以阻止阿弗拉尼乌斯在西科里斯河彼岸自由筹集粮秣。他预见到粮饷短缺迟早会把阿弗拉尼乌斯赶出阵地。但是，恺撒一定敏锐地察觉到，他在与罗马军队的首次交手中完全没有达成他的目标。此时他走了背运，何况他正陷入一场与地位和能力都逊于自己的军官的纠缠之中。毫无疑问，在这里他用了雄辩的语言来取悦士兵们，让他们相信自己确实赢得了战斗。就像我们在高卢战争中经常要做的那样来解析《内战记》，伊莱尔达事件更像恺撒的失败而非一场平局，也不能说夺取这座山冈的企图是精心策划或执行的，阿弗拉尼乌斯的防守很值得赞许。

战斗的两天之后发生了严重的灾难——一场暴风雨不期而至。融雪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浩荡洪水漫过两岸，“大家都认为在那一带地方从没发生过比这次更大的洪水。”冲走了恺撒建造的两座临时桥梁。恺撒的营盘被流经它的小溪淹没了。恺撒发现自己与高卢断绝了联系，被困在金伽河（Cinga）与西科里斯河之间，阿弗拉尼乌斯在西科里斯河上还有一座桥，而恺撒一座桥都没有，45千米内还没有渡口。此前，阿弗拉尼乌斯搜罗了附近地区的所有粮食，因此恺撒很难找到粮秣，附属于阿弗拉尼乌斯的轻装部队不断用零星冲突袭扰恺撒。他的卢西塔尼亚轻装兵和近西班牙轻盾兵能够轻松游过河去，“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即不带着泅水用的皮囊不来参加军队”，恺撒却无法阻挠阿弗拉尼乌斯在左岸筹集粮秣。

最糟糕的是，运输车队无法到达恺撒这里。一支庞大的筹粮队因受阻而无法回营。与恺撒友好的邦族无法向他运粮，新庄稼还没有成熟，所有牲口都被赶到很远的地方。由于阿弗拉尼乌斯早已将船只搜罗罄尽，恺撒没有船只可供使用。恺撒的口粮与日俱减，阿弗拉尼乌斯却正相反，他的给养充足，而且他的桥梁完好无损，使他能够渡过西科里斯河，不仅能就地筹集粮草，还能从西班牙内地获得补给。形势反转了。河水的高度、崎岖的堤岸和敌人的骚扰使恺撒无法修好桥梁，“我军在同一时间里既要在湍急的河流上工作，又要躲避武器，是件很困难的事”。任何派遣小股部队到河对岸的企图，都被在河岸上的敌军粉碎了。

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一支来自高卢的庞大车队，包括奴隶和释放奴隶共约6000人就在附近，阿弗拉尼乌斯知道了此事，派出3个军团和全部骑兵发动攻击。这支队伍“既没有编队，也没有一定的组织纪律，各人自己高兴怎样走就怎样走，大家丝毫不怀戒心，和前几天一样自由自在地赶路”，对于恺撒失去桥梁一无所知。阿弗拉尼乌斯一遇到这支队伍就立即猛扑过去，要不是高卢骑兵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的英勇剽悍，这支队伍可能全军覆没了，“其中有一些贵家少年，是元老们或骑士等级的儿子，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来的使者和恺撒的副将”。但是，由于高卢骑兵的战斗技能和大胆无畏，造成了阿弗拉尼乌斯的处置失当，他既缺乏活力也能力不足。这些人以自己独特的战斗方式，围绕自己的队伍进行小规模战斗，从而迫使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保持距离，于是车队得以撤退到高地上。恺撒的损失是200名弓箭手，一些骑兵和非战斗人员和少量辎重。

所有这些失利都令给养量少价高。粮价高达每蒲式耳（bushel）50第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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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们的体力也因粮食不足而衰退了。”只有花费极大的努力才能抢到牲口，恺撒不得不在很远的地方筹集粮秣。这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助长了敌人的威风，罗马也得到了相关消息，由于这些消息是由阿弗拉尼乌斯根据实情编排的，所以有模有样，人们开始相信恺撒的好运已经到了头。如果此时庞培真的来到西班牙，恺撒很可能已经完蛋了。但是庞培并不认为有必要前来，他在希腊等候恺撒。

恺撒的粮食来源不多，但是在谋略和胆魄方面恺撒却丝毫不减。他决定采取在不列颠学到的手法。他用辎重车将建桥材料在一夜之间运送到了距离营盘33千米，河流上游的一个已经选好的地点，即今天的圣洛朗村（village of San Llorens）附近。他派遣一队人马到这里渡河，他们占领对岸的一座山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山上构筑防御工事，他很快就把一个军团从这里运送了过去。在这支部队的掩护下，恺撒在河两岸修桥，两天内就竣工了，并安全地让他的车队和筹粮队渡河抵达营盘（6月11日）。同时，他调集了一大队骑兵，在适当的时候派去包围了分散筹粮的敌军，他们掳获了大量敌军和粮食，当若干西班牙轻装大队赶来救援时，一部分骑兵掩护掳获的人、物，另一部分骑兵杀向敌人，分割包围了一个大队，将其全歼，又赶走了其余陷入混乱的敌人，随后他们携带大量战利品过桥回营。给养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优势立即化为乌有。

在此期间，多米提乌斯与布鲁图斯的军队在马赛打了一场海战，战场靠近恺撒舰队驻扎的城镇对面的一个岛屿
[4]

 附近。在数量上敌舰拥有巨大优势，有17艘战舰、11艘有甲板的船和许多较小船只，装载了装备精良的弓箭手和阿尔比西弓箭手，还是进攻方。布鲁图斯大胆率部冲去迎战敌人。尽管这些罗马人的桨手是新手，但装载的旗下精兵、百人队长都是骁勇善战的老兵，他们为了赢得荣誉而要求参战。有一阵子，马赛人凭借老练的行船技巧几乎就要造成灾难。


马赛人一方面倚恃自己的船快，再一方面倚恃舵手的技术高明，绕开我们的船只，躲过他们的冲击，只要路上没遮拦，就把自己的舰只散开，拉成一长列包围我们，或者以几只船攻击我们的一只，如果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船侧擦过，竭力设法挤掉我们的桨。但如遇必要，非得靠近不可时，他们也会发挥山地人的勇敢来代替舵手的经验和技术。至于我军方面，一则人员都是匆促中从商船上抽调来的，桨手没有这样熟练，舵手也没这样富有经验，甚至连那些索具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舰只的迟缓和笨重，也着实累人不浅，因为它们都是用还没干燥的木材匆忙造起来的，不能同样地灵活操纵。因而，只要一有手接手近战的机会，我军就沉着地用自己的1艘船奔向对方的2艘船，伸出铁钩去把两只都紧紧搭牢，就在船的两侧战斗起来。他们还登上敌船去，在杀死大量阿尔比西人和牧奴后，击沉了一部分船，又连人带船捕获到几条，把其余的都逐回港去。这一天，马赛人共损失了9艘船，包括被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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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救运输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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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帜




这场胜利的消息大大鼓舞了伊莱尔达的军队士气。恺撒故意夸大了这场胜利，许多城镇和当地部落因此献出了效忠和粮食，包括奥斯卡人（Osca）、卡拉古里斯人（Calagurris）、塔拉科人（Tarraco）、伊比卢斯河河口的亚克塔尼人（Jacetani）以及他们南面的伊卢伽沃涅塞斯人（Illurgari），还有比利牛斯山最东端靠近地中海的奥塞塔尼人（Ausitani），甚至一个伊卢伽沃涅塞斯人的大队成建制投奔了恺撒。




[1]
 译注：罗马时代的毛里塔尼亚不是今天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它大体上位于阿尔及利亚中西部和摩洛哥东部。



[2]
 译注：霍克齐战役是七年战争期间的一场战役。战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3万人军队在霍克齐安营扎寨，1758年10月14日夜间，奥地利道恩元帅率领8万人大军偷袭普军营地，普军措手不及，惨遭失败。普军损失9000多人，两位元帅阵亡。



[3]
 译注：原文为每麦斗（modius）50第纳尔。正常的粮价，每麦斗约为3.5塞斯退斯，50第纳尔折合200塞斯退斯，即涨价将近60倍，1麦斗合8.7552公升。



[4]
 译注：今天的克拉通瑙岛（Rattonneaux）。








第二十九章


精彩的机动（公元前49年6月）

很快，时来运转了。恺撒手下高卢骑兵的活力把阿弗拉尼乌斯的筹粮队吓破了胆：


敌人慑于我军骑兵的英勇，就再也不敢这样自由、这样大胆地出动了，即使有时出来，也不敢离开营寨太远，只在一块很狭小的地带觅食，以便可以很迅速地退回去。有时，他们又远兜远转，避开我军的警卫和骑兵哨岗，在受到了一些损失或老远看到我军骑兵时，他们就马上停步，抛掉行嚢，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决定一连几天停止觅食，或者一反常例，在晚上出来觅食。


一旦恺撒的胜利得到证实，远近的部落都前来输诚效忠，背叛了阿弗拉尼乌斯，并且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粮秣和牲口。除此之外，关于庞培经毛里塔尼亚来西班牙的谣言也销声匿迹了，这进一步振奋了恺撒党徒的军心士气。

为了提供比刚刚修建的桥梁更便捷渡过西科里斯河的手段，以及比那些被洪水冲走的桥梁更可靠的渡河方法，恺撒凭借其用之不竭的想法，设计了一个人工渡口。鉴于已不太可能再发洪水，所以很难解释为什么恺撒没有重建被滔天洪水冲毁的桥梁或建造其他桥梁。除非河水涨得太高太快，或者敌人比往常更积极地阻挠建桥，否则修建几座桥梁所耗费的劳动量与他所干的工程相比微不足道。附近虽然没有木料，但可以从山里顺水漂下来。

《内战记》中用了不少笔墨来叙述这项工程壮举，许多巧妙的设计显示了恺撒是如何建成这个著名渡口的。他切实完成的这个工程，以其简约、又以其独创性令人侧目，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解读。

[image: ]
◎ 人工渡口




在伊莱尔达上游约1500米的西科里斯河有一片宽阔的河床，与今天一样，河流当时在三条河道中流动，在河道中间留下几个宽阔的沙石岛屿。距离右岸最近的那个长约750米。这里是敌人标枪射程之外的地方，恺撒挖掘了几条9米宽的排水沟，成功将西科里斯河的一部分水抽到这些排水沟里，从而给了河水更多的流动空间，降低了河水深度，使之可以在某些地方徒涉。这个计划大功告成，骑兵再也不需要绕远路走圣洛朗桥了。

就像恺撒的骑兵已经证明比对手更加强大而令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恼火不已一样，这一精致巧妙的工程同样使他们灰心丧气。就像在高卢战役中一样，这些英勇的追随者是他在西班牙战场的中坚力量之一。罗马或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本地骑兵完全无力与高卢骑兵争雄。

鉴于恺撒已经掌控了西科里斯河右岸，并且能够在河左岸的原野中筹集粮秣，庞培军有陷入困境的危险，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经过长时间磋商，两位副将决定渡过伊比卢斯河撤退到克尔提贝里亚（Celtiberia），在那里庞培受到许多人的喜爱、畏惧，其影响力一直占据支配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庞培是荡平塞多留斯的罗马将军。这种情绪使庞培党相信，他们可以在那里将战争延长到冬季，比利牛斯山的积雪会削弱恺撒与高卢的联系；由于恺撒在那默默无闻，难以争取支持者或为军队筹集粮秣，所以将伊比卢斯河上的所有船只都搜罗到西科里斯河与伊比卢斯河交汇处的奥克托格萨（Octogesa）
[1]

 ，并且下令在此地用船只搭建一座浮桥。

前往奥克托格萨最近、易行的道路是沿着西科里斯河右岸行进，但易行也意味着容易被恺撒的骑兵追上，庞培军就怕这一点。他们决定在河彼岸走一条更加崎岖的道路，其优点在于有许多现成的防御工事，但这个国度有个讨厌的特点——缺水。今天，当地的唯一水源是雨水，居民们将雨水储存在蓄水池里。

有鉴于此，庞培党用桥将2个军团送过河去，他们依然掌握着石桥，大约在6月21日，他们在左岸修建了一个壁垒高3.6米的营寨和桥头堡。准备工作完成了一段时间，但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由于携带辎重而行动迟缓，他们的撤退行动延误过久，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原计划。恺撒夜以继日地辛苦劳作，终于完成了他的渡口。现在可以徒涉了，虽然过河还有些危险，恺撒依然让骑兵都过河了，但“步兵却只有肩膀和胸部的上半露出水面”。敌人意识到他们拖延所造成的错误，明白必须迅速撤走，否则就丧失了安然撤军的机会。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越发沮丧，他们在与恺撒军的几次对等交锋中都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并不情愿在开阔战场上与恺撒进行正面激烈交锋。这样看来，即使恺撒在最近的交锋中没有取胜，却也令敌人刻骨铭心。无论如何，庞培军都决定放弃他们的战线，撤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6月23日夜间，他们在伊莱尔达留下两个辅助大队的驻军用于掩护撤军行动，并且将全军转移到河对岸的新营盘。“军团士兵……奉命从伊莱尔达带出来可供22天用的粮食。”

西科里斯河左岸的从伊莱尔达到伊比卢斯河的原野，最初是起伏不平、肥沃丰饶的，随后的地势起伏更大，在距离伊比卢斯河7.5千米左右的地方，原野上山岩嶙峋，难以通行。如果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迅速井然有序地行军，也许不会遭到追击。如果他们走过平地进入山区，那么就安然无恙了。

恺撒遗憾地看到他的猎物逃之夭夭了。现在他唯一的机会是骚扰敌人的后卫，迫使他们就范。恺撒派遣骑兵渡过西科里斯河追击，迅捷的高卢人卓有成效地履行了职责。“当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在第三更移营开拔时，他们突然在他的后军出现，大队人马兜围上去，开始阻挠和拖延对方赶路。”恺撒放弃了强迫庞培军与自己会战的念头。他认为，尽可能在不消灭反对他的罗马军团的情况下制伏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他希望把这些军团，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多数人引导到他的事业中来。在他的许多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犹豫不决，实际上可以归因于合理的军事动机。他希望靠机动，而不是靠战斗取胜。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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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莱尔达附近的行动区域




在西科里斯河左岸，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有两条路线可选择：一条靠近河流，途经相对平坦的原野；另一条穿过地形破碎的原野迂回进入内陆。他们选择了后者，原因与选择走左岸而不是右岸相同。但是很明显，他们没有仔细勘察地形，因为后一条路线的崎岖程度也不足以阻止紧咬不放的恺撒骑兵。

从西科里斯河左岸的高地上，恺撒的军队可以看到骑兵是怎样严重干扰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行动的。恺撒的骑兵中队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扫荡，挫伤敌人军团士卒的士气，并且在发动了巧妙的进攻之后退却。恺撒军在金伽河和西科里斯河的交界处，他们的一座桥在上游33千米处。过河路线太绕，令他们无法参与追击行动，我们必须假设那座石桥还被敌人牢牢固守着，如果不绕道那个水位高及他们的脖子的渡口，他们无法与战友会师。这些百战老兵的犀利目光立即发现敌人正要逃之夭夭，他们明白这意味着得在陌生土地上进行漫长的追击和乏味的战役。老兵们“跑到百人队长和军团指挥官们面前去恳求他们向恺撒保证，要他不必顾惜老兵们的辛劳和危险，老兵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能够而且敢于在骑兵涉渡的地方渡过河去”。恺撒充分利用了这种热情，决心尝试一下。

《内战记》没有提及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拆毁了石桥，也没有说他们留下一支部队驻守石桥；但两件事只能有一件是事实，否则现在恺撒肯定会利用石桥过河。如果石桥被拆掉了，他就不能通过它过河，如果石桥由几个大队坚守，恺撒或许会击破留守桥头堡的驻军，从而在河上开辟一条通道。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即使只有少数部队固守也要避免攻击胸墙，除非立即发动进攻，否则就会耗费过多时间。但奇怪的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而且形势对恺撒很有利，他居然没有毫不犹豫地发动进攻并占领石桥。布匿战争期间乃至其他时候，罗马军团都曾经猛烈攻击庞大正规军占据的胸墙工事，在此前后，恺撒的军团士卒都攻破过城墙，这座石桥的防御工事不可能是其他坚固工事，而是通常的壕沟和壁垒。也可能是这样，恺撒宁愿冒着徒涉的危险，也不愿意攻打石桥——如果它还存在的话。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要么这个渡口比《内战记》设想的更易于渡过，要么庞培的将军们从西班牙部队中抽调出一支精兵来固守桥头。在伊莱尔达，两个大队可能就足以固守了。

留下疲弱士兵和1个军团守卫营盘后，恺撒不带辎重，将骑兵斜着部署在河里，上游骑兵用于阻拦水流，下游骑兵用于抓住可能被河水冲走的士兵。许多步兵失足落水，但都被骑兵抓住，无人丧生。

恺撒将他的军队排成三路纵队行军，即常见的有两翼掩护的三线队形。由于敌军的前进受到恺撒骑兵的阻碍，官兵们的高昂斗志使他们迅速追上了敌军后卫。“军士们的热情如此高涨，尽管绕了一个圈子，多走了6罗里（9千米）路，涉渡又耽搁了许多时间，但在白天的第九刻时（下午3时）以前就赶上了第三更（午夜）出发的敌人。”恺撒的骑兵熟练地干扰了阿弗拉尼乌斯的行军，以至于他的纵队没有走出多远，可能不超过9千米。

恺撒的军团出现在阿弗拉尼乌斯后方，迫使后者暂停退却，将其部队拉到一片隆起的地面上（此处
 图上位置1）。《内战记》对时间和距离给出的一些提示有助于准确定位几天以来的行踪。恺撒也停下行军的步伐，给他的人马休息的时间以补充精力，他们也跑了超过30千米路。恺撒不愿意发动认真的进攻，但当阿弗拉尼乌斯继续撤退时又向他发动进攻。就这样，两军打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又向西南转进了9千米。最终双方都安营扎寨了，阿弗拉尼乌斯在附近的山岗上（此处
 图上位置2）扎营，使他能够避开恺撒的骑兵，而恺撒在毗邻的高地（此处
 图上位置3）宿营。

阿弗拉尼乌斯原打算继续沿着他的路线，径直向西翻越群山抵达奥克托格萨，但是恺撒的逼近让他担心受到骑兵的进一步阻挠。在向南约7.5千米的地方，这里对于骑兵行动而言过于崎岖，路上还有一条隘路。如果突然开始行军，他会抵达隘路入口从而免于遭到追击，而且可能在奥克托格萨更下游的地方渡过伊比卢斯河，再沿着河岸抵达那个地方。无论如何，在距离奥克托格萨不到一半路程的隘路是一个临时避难所，成了庞培军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这是一个彷徨犹豫、劳而无功的举措，如果恺撒直接向奥克托格萨进军，就可以阻止他去往那个地方，但阿弗拉尼乌斯病急乱投医，别无选择。

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处境非常微妙，在大约16个小时内，他们一直在行军，躲避恺撒的骑兵。他们的手下因人困马乏而四分五裂，军官们同样焦躁不安。出于对骑兵的极度恐惧，他们决定不取直路前往奥克托格萨，而是取道隘路直接奔向伊比卢斯河。恺撒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

做出了这个决策之后，庞培军愚蠢地没有选择在恺撒发动猛烈进攻之前冒着一切危险奔向隘路，“由于全天的战斗和一路来的辛苦，他们把这件事推迟到次日去”。他们应该牺牲部分军队和全部辎重来拯救其他人，但有些将军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丢车保帅。

天黑之后，阿弗拉尼乌斯想到他可以偷偷瞒过恺撒逃跑。高卢骑兵通宵都在侦察，午夜时分，他们从一些俘虏口中获悉，敌人正努力在夜暗的掩护下撤退。当这一情况被汇报给恺撒时，恺撒向全营发出整装待发的信号，这是一种伴随着一声喊叫的号角声。听到这个信号，阿弗拉尼乌斯以为恺撒马上要离开营盘，决定按兵不动，以免恺撒的军团士兵和骑兵干扰他的行军。携带沉重的辎重车队如果遭到夜袭，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次日（6月26日），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再次侦察了这片原野，随后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有人建议夜间行动，寄望于在夜间逃脱会更容易些；其他人认为，恺撒的骑兵通宵巡逻，一定会发现他们的行踪，而夜色中的士兵即使在指挥官的眼皮子底下也不会进行战斗。他们说，白昼才能给予士兵们在黑暗中失去的强烈羞耻感和责任心。权衡了利弊之后，他们决定在次日早晨行动，无论什么样的损失他们都必须承受。他们虽然如此打算，但为时已晚。

恺撒预见到计划的变化，决定奋力一搏，拦在敌人与隘路之间。他很早就出发了，天色刚亮就从敌人右翼（东侧）绕了一大段路向群山奔去。他不能走大路，因为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所部正横在那条路上。于是他耍了个巧妙的花招，命令军团从背向隘路的西门离营。庞培军虽然察觉了这一运动，却认为恺撒要撤军，一旦恺撒的部队消失在敌人的视野中，就指向东、南方。恺撒面前的道路崎岖不平：


恺撒的士兵被迫只能翻越巨大艰险的山谷前进，许多地方都有悬崖峭壁挡住去路，士兵们不得不把武器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去，自己大部分路程都空着手走，或一个把另一个托起来攀登上去。但没一个人拒绝这种艰难困苦，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把敌人和伊比卢斯河（今埃布罗河）隔绝，切断他们的粮运，所有这些辛苦就都可以结束了。


认定恺撒要撤军的想法令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长舒一口气，不再急于赶路：


最初，阿弗拉尼乌斯的士兵们为要眺望我军，都得意扬扬地奔出营来，还追着用讽刺的话挖苦我们，说我军是因为生活必需品没有了，不得不逃跑，回转伊莱尔达去。由于我们走的路和预期的方向不同，看起来似乎正在向反方向退走。


庞培军逐渐发现恺撒行军纵队的前锋已经出现在右侧，辎重车队也越过了他们的营盘。此举立即证明庞培军犯下的错误，敦促庞培军立即行动。如果恺撒拦住他们前往隘路的去路，他们就输掉了这场游戏。阿弗拉尼乌斯指派一队人马守营，自己扔下辎重率领主力匆忙出发，直奔隘路。敌人的行动有些匆忙和混乱，而且恺撒的骑兵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行军：


就阿弗拉尼乌斯的部队来说，事情已经落到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如果他们抢先到达他们正在奔向的那座山，他们自身就可以避免危险，但全军的辎重以及留在营寨里的那几个营，便没法再保全，因为他们已被恺撒的军队切断，绝无办法支援他们。


如前文所述，由于这条路更加崎岖，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认为更不易遭受高卢骑兵如影随形的追击，这才决定南下取道这条位于今天里瓦罗亚（Rivaroja）的隘路。恺撒料敌在先，已经奔向同一目标。

尽管他被迫走弓背路，穿过一片非常崎岖、没有道路的原野，但部下的热情高涨和阿弗拉尼乌斯所部的松懈迟缓使恺撒率先抵达了能够控制路口的位置。他“在巨大的巉岩后面找到一片平原”，将军队面向敌人的行军道路布阵（此处
 图上位置5）。阿弗拉尼乌斯在战略上已经失败了。恺撒所部以逸待劳，对他们的胜利兴高采烈，他们对统帅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高卢骑兵继续在阿弗拉尼乌斯的侧翼和后方来回扫荡。这是一个胜负一目了然的战例，每个人都能看清谁赢谁输了。

阿弗拉尼乌斯看到自己的计划流产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沿着原来选择的道路向西翻山而去。他派遣4个西班牙步兵大队占据了一个高地（此处
 图上位置6），这里可以提供一个牵制恺撒的机会，通过将恺撒钉在这里，率领他的主力部队通过。但是恺撒的骑兵一直保持着警惕，立即奋勇攻击了这几个大队：


他们用他们的皮盾挡不住骑兵的冲击，就连片刻都没坚持住，所有的人都被包围，在敌我两军的面前，全数被歼灭。


眼下这种情况显然非常适合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一筹莫展，受制于恺撒的骑兵。恺撒的副将、百人队长和军团指挥官们都围在他身边，恳求发起会战，这些人求战心切，他们看到敌人垂头丧气，被压缩在军旗周围，阵型散乱，茫然不知所措。现在不开战，也要准备开战，敌人很快就会由于缺水而从山上冲下来。恺撒知道此时开战就意味着对敌人进行可怕的杀戮，他渴望保存罗马人的性命，也要尽可能保持军团的完整，以供自己差遣。他坚信可以迫使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投降，这样就不至于损兵折将。这个决定引发了士兵们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许多人公开宣称，如果恺撒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不开战，也许他们就不会在恺撒号召他们战斗的时候打仗了。恺撒不是一个耳软心活之辈，毫不在意这种求战情绪，他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出自军人的动机，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他让敌人退回营地，在通往群山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坚固的岗哨，用来截断通往伊比卢斯河的每一条道路，他在靠近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地方（此处
 图上位置7）扎下坚固的营盘，以便更好观察他俩的动向。

这两位将军现在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伊莱尔达或海边的塔拉科（Tar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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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路途过于遥远，根本去不了。

恺撒不仅仅满足于监控他们，还要努力截断庞培军的水源，他派骑兵去袭击敌人的汲水部队，敌军必须从营盘走一大段路才能找到装满水的蓄水池。这一新出现的严重威胁迫使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设置了一条警戒线来保护出动的汲水部队，他们后来决定在营盘和水源之间建造一堵墙，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两位将军都出营指挥施工。“佩特雷尤斯和阿弗拉尼乌斯把这项工作分了工，亲身跑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完成这项工程。”“他们一离开，士兵们立刻抓住可以自由自在谈话的机会。”他们热情相拥，因为两军官兵中许多人是老朋友，恺撒军很快就发现敌人营盘中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庞培军中的许多军团指挥官和百人队长来见恺撒，两军阵营之间的互动很快就成了家常便饭。庞培军中的士兵公开表达了他们没能在恺撒军中效力的遗憾。友爱之情迅速升温，以至于士兵们派遣一些首列百人队长去拜访恺撒，说如果恺撒能饶恕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他们就会逮捕、献出他们的将军，并且投奔恺撒。他们敏锐地感受到，前一天当他们沦为俎上鱼肉时，恺撒饶了他们一命：


到处都充满欢乐和祝贺，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避免了这样大的一场灾难，另一方面认为已经不伤一人就完成了这场大功。大家一致认为恺撒前些时候的宽大，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的做法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


庞培的两位将军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阿弗拉尼乌斯没有打算抗拒军心，准备接受现实；佩特雷尤斯与恺撒关系更加疏远，当他得知情况后，也许是因为不相信恺撒，或者是相信本地兵马的战斗力，他决定采取行动，武装了他的奴仆和少数个人追随者，加上西班牙卫队和少数异族骑兵，飞奔回营逮捕、处决了依然留在他的军营中的几名恺撒的部下，迫使其他人或藏或逃。决定逃跑的那些人“把左臂包裹在自己的斗篷里，拔出剑来，就这样抵抗着皮盾兵和骑兵”。之后，佩特雷尤斯用威胁、哀求和眼泪使他的军团恢复了责任感，士兵们向刚刚返回军营的阿弗拉尼乌斯和所有军官宣誓，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抛弃庞培的事业，鉴于许多恺撒的官兵还在他的军营里，他强迫他们交出所有能找到的这些人，并在帅帐中将其全部公开处死。尽管如此，许多恺撒的部下还是被这些人隐匿起来，让他们在夜间翻过寨墙回去。

恺撒精明过人，绝不会沉溺于这样的杀戮。在自己的营盘中搜出全部敌军士兵之后，恺撒让他们毫发无损地回去，对每个人都好言安慰。一些军官决定留在他的身边。“他对这些人极表尊重，百人队长都恢复到原来的级别（这是非同寻常的举措），罗马骑士也都复职担任军团指挥官。”一切又恢复到战争状态，但是在敌人的军队中，恺撒肯定赢得了心理战的胜利。

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他们对部队的管理特别差劲，每个错误都孕育出一个新错误。相比之下，恺撒的经历和才智都远出对手之上。他一直保持警惕，使敌人难以筹粮和汲水。庞培的军团士卒们携带了一些口粮，起初的供应量比平时多些，但是西班牙和辅助部队因不习惯背行李而没粮可吃，故而每天都有许多人投奔恺撒。终于，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决定努力退回留有许多粮秣的伊莱尔达，他们选取了最快的路径，向北前往西科里斯河再沿着河左岸行军。他们留在那里的老营盘似乎是唯一可去的避难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在黎明时分出发，沿着高地山脊行军，尽量免受恺撒的骑兵的骚扰，而恺撒骑兵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制造困难。“他们的后军简直没有一刻不需要和我军的骑兵交锋。”事实证明，他们自己的骑兵一无是处，因为后期的战斗使他们魂飞魄散。他们无法面对高卢骑兵，为了防备他们溃散，不得不将其置于军团的中央。

在行军途中，庞培军会在每一块可以投掷标枪的高地上转过身来投矛射箭，在有利地形上打击恺撒的骑兵，先行的步兵大队会转身掩护后方跟进的大队，但是在每次下坡时，追踪而至的恺撒骑兵都会占据制高点，他们被迫发动猛攻，将骑兵赶回一段距离，使自己得以撤退到一片平地上，然后继续前往下一处高地，他们在这里会再次将自己置于与恺撒骑兵旗鼓相当的位置。这些后卫战斗变得相当凶险，令敌人如芒在背，走了仅仅6千米之后，敌人被迫在一个高地上停下来安营扎寨。恺撒也扎营（此处
 图上位置9），并派出部队筹粮。庞培军扎营只是个圈套，除了面向恺撒营盘的方向，都没有构筑工事。恺撒中了招，派出人马筹集粮草。同日中午，当看到恺撒的骑兵远去时，庞培军全速逃跑，恺撒一看到敌人撤离，立即留下几个大队负责看守营盘和收拾辎重，率领主力以轻装行军队形紧追不舍。恺撒命令筹粮队在下午4时跟上来，骑兵必须尽快追上主力。骑兵一回来，他们就跑到前面又开始骚扰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的行军纵队。恺撒紧随其后，不断向敌军左翼进行包抄，迫使他们进一步远离西科里斯河，同时派遣骑兵在河岸上巡逻警戒。通过巧妙的机动，恺撒最终迫使敌军在一个远离水源、非常不利的地方（此处
 图上位置10）扎营。他今天的工作完成得很漂亮。

恺撒没有攻打敌军，他命令部下全副武装、枕戈待旦，而非扎营，同时等待他认为正在到来的更好战机。他采取措施将庞培军控制在这个地方，并保护自己的军团使其免遭突袭，办法是在敌人的四面八方修筑深沟高垒。就在这一两天时间内，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由于没有饲料不得不杀死所有驮畜。他们可能考虑过发动突袭解围。在第三天（7月1日）下午2时，他们将全军拉出营，摆开战斗队形，试图阻拦恺撒完成工事。恺撒如法炮制，静候敌人发动进攻。两军似乎都不愿意主动进攻。恺撒不愿意进攻，而庞培军害怕打仗。自从在伊莱尔达交锋以来，他们就丧失了斗志。《内战记》说，双方的营盘距离只有2千米，鉴于两军都有五个军团，对于人马如此众多的进退，或者胜利一方追击来说空间都太小了，没有回旋余地。

阿弗拉尼乌斯的五个军团排列成两条战线，辅助部队排在第三线，担任预备队。恺撒按下面的阵型排成三条战线：


5个军团中各抽出4个营构成第一列，再由各该军团中的另3个营列在他们后面作为接应，接着又是各该军团的3个营。弓弩手和射石手夹在行列中间，骑兵封闭着两侧翼。


战斗没有打响，双方在日落时分收兵回营了。次日，当恺撒继续建设工程时，庞培军采取了行动，好像要杀出一条血路，通过附近的一个渡口渡过西科里斯河，如果得手他们就会返回伊莱尔达。恺撒派骑兵抢先一步，命令他们占领所有渡口，并且在河对岸巡逻警戒。

此时敌军四面楚歌，没有饲料、水、木材和粮食，既看不到逃命的机会，也缺乏拼死突围的决心，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要求在7月2日举行私人会晤。恺撒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允许庞培党人在两军阵前公开会谈。恺撒的提议得到了落实。阿弗拉尼乌斯谦恭的发言，要求获得宽大的投降条件，恺撒以其一贯的说服力称赞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及其军团回避会战而挽救了众多罗马人的性命，尽管他谴责了他们在其军营内屠杀他的士卒，依然向敌军的高超素质致敬，承诺宽恕所有人，然而他也暗示这些条件是他的最后通牒。他完全清楚什么时候该宽宏大量。会晤的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敌人的各个军团应该解散，士兵们各回各家，而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应该离开西班牙和高卢。

恺撒可以强迫这些军团投身他的事业，他也很想让他们入伙。但是他过于谨小慎微，不愿意动武。他只接受了志愿入伍者。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入了伙。他解散了军团，为所有人提供了粮食。西班牙部队被立即解散，罗马降兵走到意大利边界上的瓦鲁斯河（River Varus）才解散。每人失去的财物只要能在恺撒军队中找到，一律物归原主，已经将其据为己有的士兵则以公正的估价获得补偿。行进到瓦鲁斯河的庞培士兵在河边就地解散，一路上他们由卡伦纳斯指挥的四个恺撒军团监管，两个军团在前开路，两个在后面殿后。这四个负责护送的军团随后奉命加入了意大利战场以对庞培作战。就这样，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一方犯下的一系列愚蠢错误，以及恺撒方面的一系列精彩机动都结束了，庞培不仅因此丢掉了西班牙，还失去了他手下历史最悠久和最能打的军团。

恺撒保留了另2个军团，将他们交由卡西乌斯指挥，用于完成对远西班牙的征服。

这些辉煌战役完成之迅速罕有其匹。儒略历（Julian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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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0年12月17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两个月后，他成功地纵贯意大利半岛，庞培拒绝会战，乘船驶离布隆狄西乌姆前往伊庇鲁斯。随后，恺撒将军队转移到马赛和西班牙。5月23日，他抵达伊莱尔达。7月2日，经过历时6周的机动，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投降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几乎没有多余时间在这个国度行军，他平定了意大利，扫平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

恺撒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意大利就屈服了。没有人敢为意大利的所有权而与高卢征服者进行对抗。当恺撒转向西班牙时，庞培没有腾出手来抄他的后路。恺撒并没有白白依靠他的好运气，命运之神青睐足智多谋、活力四射的恺撒，抛弃优柔寡断、缺乏进取心的庞培是理所当然的。在西班牙战例中，恺撒充分利用了命运之神的微笑，当她愿意助一臂之力时，他就不遗余力，当她在极少数场合转过身去时，他避开了她的不悦。

另一方面，庞培不作为的根源在于他在西班牙的部将们占用了7个军团和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恺撒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庞培的优柔寡断和萎靡不振。庞培的软弱反映在他的部将们身上，他缺乏主观能动性，以至于人们很难指责他俩没有充分利用恺撒在伊莱尔达洪水之后遇到的真正的严重危险。有其君必有其臣。

恺撒用机动而非战斗就彻底实现战略目标，是古代同类战役中的最佳范例之一，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

在西科里斯河中修建渡口一直被视为一大值得注意的工程奇观，它确实是兼具大胆和天才的创举。

除了恺撒自己的战役，意大利和伊莱尔达战役几乎无与伦比。




[1]
 译注：今西班牙梅基嫩萨（Mequinensa）。



[2]
 译注：今西班牙塔拉戈纳（Tarragona）。



[3]
 译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是由恺撒采纳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亚历山大的索西琴尼（Sosigenes of Alexandria）的计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以恺撒的姓尤里乌斯（Julius）命名，儒略是尤里乌斯的另一种译法。








第三十章


马赛、加的斯、非洲（公元前49年4月至9月）

当恺撒在处置北西班牙事务时，德来朋纽斯及其3个军团一直在为围攻马赛而积极搜集材料和建造船只。

六百年前，福西亚（Phocean）
[1]

 难民建造了马赛，由于其特殊的位置优势，马赛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繁荣港城。它在高卢南部传播了希腊文明，教授蛮族务农、学问和艺术。它拥有众多殖民地和庞大的商业。马赛港是个天然良港，城区建在一片由三座山丘环绕的土地的北端。两条都通往地中海的峡谷将城镇与大陆分开，港口的南面布满了工场、兵工厂和作坊。城市东墙位于峡谷边缘，颇为坚固，由许多塔楼予以加固。几座城门接通城墙内外，主城门位于中段，面向从高卢通往西班牙的奥莱莉娅大道。该城由天然险阻和建筑艺术加固，易守难攻。市民的风俗诚实朴素，房屋简单平凡，但是他们的公共建筑和寺庙与众不同。德来朋纽斯在正对东墙的中段，今天的圣夏尔山（St. Charles hill）上安营扎寨，这座山冈比城中的任何一座山冈都高一些，它居高临下俯瞰作为壕沟的峡谷，距离约500米。由于马赛人控制着海洋，德来朋纽斯只能从陆地方向攻城，他选择的主攻点就在两条峡谷的连接点的正南方，主城门附近。德来朋纽斯认为一个攻击点不够，于是开辟了第二点，它距离港口较远，距离第一个攻击点约3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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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攻城战




为了穿过峡谷抵达主攻点，德来朋纽斯被迫堆砌了一座土山，它高达24米，四面宽18米。城里拥有大量威力巨大的远程投射机械，普通材料制造的盾车对此毫无用处。其中的一些器械能发射3.6米长的铁头木杠，甚至能贯穿四层阻碍物，深深刺入地面。盾车的棚顶必须由0.3米厚的木板支撑，走在盾车前面的龟甲型巨盾（testudo）长达18米，棚顶极为坚固，上面覆盖着防火材料，它的用途是掩护在盾车前面平整地面的士兵们。只有在这样的掩护之下，这些人才能安全工作。从城中频繁出动的突击队都被打退了，由于突击队的阻挠和工程的浩大，两个攻击点的进展都很缓慢。

恺撒曾经留在马赛指挥于5月6日左右开始的攻城行动，直到他认为有必要前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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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附近




同月晚些时候，发生了上一章提到的海战，此后一个月左右，路求·那西狄乌斯（Lucius Nasidius）率领庞培调拨给他的由16艘装有铜质冲角的战舰组成的舰队来到了马赛附近的陶罗图姆（Tauroentum）。他瞒过了恺撒派到西西里的副将库里奥（Curio），穿过了西西里海峡进入墨西拿（Messana）并掠走1艘船之后航向马赛附近。那西狄乌斯向城中的多米提乌斯带话，建议其冒险与布鲁图斯再打一场海战，而他也会加入其中，与其并肩战斗。马赛人拥有很多最棒的水手和领航员。他们在一些渔船上盖上甲板，甲板上布置好弓箭手和投射器械，又修好了他们的战舰，建造了同等数量的其他船只。马赛人立即听从那西狄乌斯的建议，前往一个名为陶罗亚斯（Taurois）的港口与之会师。“把舰队这样装备齐全后，在所有老人、主妇和姑娘们哀求他们挽救自己垂危的国家的呼号痛哭声的激励下，他们怀着不亚于前次战斗时的精力和信心，登上船只。”马赛人占据战线的右翼，那西狄乌斯居左。这一天是6月30日。

一向英勇无比的布鲁图斯愿意与他们打上一仗。他手握恺撒在阿雷拉特
[2]

 建造的舰只，还有从马赛人手中夺取的6艘船。“他鼓励了他的部下一番，叫他们蔑视这些敌人，说他们就在完整无恙的时候也被自己击败了，现在是败兵，更不在话下。然后，他们满怀信心，精力充沛地上去对付敌人。”所有马赛市民都跑到城墙上，注视着那些满载他们的青春少年和男子汉的船只。在德来朋纽斯的高地营盘上，罗马官兵们同样关注着海战。这场战斗不乏激情，马赛人杀得兴起。布鲁图斯的战线更加开阔，令马赛人的战舰更加进退自如。战舰靠近了，彼此纠缠在一起，靠帮登船，殊死搏斗。布鲁图斯的战舰在混战中几乎要被击沉，在千钧一发时才脱险，但是罗马人的英勇再次占了上风。那西狄乌斯的船只被证明没什么用处，尽管他曾自吹自擂，还是很快放弃战斗逃之夭夭了，马赛战舰中有5艘沉没、4艘被俘、1艘与那西狄乌斯逃出战场，只有1艘返回城里。那些逃跑的战舰去了近西班牙。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令马赛港遭到封锁，海陆两个方向都被团团围住。

守军不断从主城门发动突击，罗马人知道他们的木质攻城工事还不够用，于是他们在城门附近土山的右侧用砖头和石板而非木料建造了一座4.5米见方、墙厚1.5米的塔楼。很快塔楼就有六层高了。它有一个悬挂起来的屋顶，由螺栓逐渐抬高，以便在它下面修筑越建越高的楼壁。塔楼外面由沉重的遮帘保护，它松弛地挂在外壁上。德来朋纽斯发现遮帘能最有效地抵御矢石。在这个塔楼上，恺撒军修建了一个通往敌人城墙的甬道。它有一个18米长但不是很宽的棚顶，用比平常更重的木材建造，上面铺盖着搁放在灰泥中的瓦片，以免被守军投下的可燃物焚毁；瓦片上面覆盖兽皮，免得守军利用水管倾泻能够冲毁灰泥的水流；兽皮上再盖上一层席子，免得它被巨石或铁头投掷物摧毁。甬道完工之后被安放在滚木上，从砖塔脚下出发，推向选定好的突破点，在甬道的掩护下士兵们开始挖掘城墙。甬道能够抵御最沉重的石头，如果装载燃烧物的木桶滚向它，会被甬道伸出的长杆推到一边。士兵们在塔楼上不断发射带火的标枪来掩护甬道，目的是掩护土山的侧翼免受从主城门杀出的突击队的骚扰。由于战斗一直在进行，土山从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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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的工事




不久之后，三十多处遭到挖掘的城墙开始坍塌，虽然市民们已经采用了在可能会有地道的地方修建蓄水池来淹没罗马人的地道的手段，他们采取了一切已知的方法来阻止即将到来的危机。由于担心城市遭到占领和洗劫，市民们挤向城门乞求士兵们停战至恺撒到来，事实上恺撒已经命令德来朋纽斯避免武力攻城，以免激怒士兵们——士兵们曾威胁着要杀光城中的所有男人，恺撒希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从《内战记》反复提及的这类记载来看，恺撒显然未能很好控制他的军团将士们，如果恺撒都不能将他们控制到位，就更别指望他的部将们可以做到。他们不是老式的公民士兵，公民士兵们服从命令，因为他们是理智的爱国者，有着真正的纪律本能；恺撒的士兵是职业军人，但素质远远算不上高，只能用铁腕进行压制，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挣脱束缚。虽然难以阻止士兵们进行劫掠和报复，但是马赛人乞求的投降条件还是得到了首肯。

事实证明马赛人是诡诈无信之徒。7月底的某个中午，来自西北方的干热狂风吹了起来，军团将士们放松了警惕，市民们手持燃烧的器物冲到城外，立即将罗马人的一切工作都付之一炬。短短的一个小时就抵消了几个月的劳作。次日，市民再次发动突袭，罗马人却有了准备，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将他们赶回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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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西班牙




随后，士兵们又鼓足干劲开始干活，以弥补突袭造成的损失。崭新的壁垒用砖石砌成，上面铺设木料，每隔一段壁垒就用木桩支撑起来，用于承受巨大的重量。新壁垒更不容易着火。几天之内，恺撒军就更换了被焚毁的东西，市民们看到他们的投射机械因罗马人的坚固工事而失效都目瞪口呆，他们的士兵被与城墙等高的塔楼上的罗马人赶下城墙，既然守不住了就只有投降一途。

驻扎在远西班牙（今安达卢西亚）的瓦罗是个趋炎附势之徒，对庞培的忠诚一直摇摆不定，直到伊莱尔达和马赛战役之前恺撒陷入困境的谣言传来，他才开始更加积极地为他的主公效力。尽管他以前认为赞美恺撒是明智之举，现在却大肆诋毁他。瓦罗积极筹措资金、粮秣和军队，将一些粮食送往伊莱尔达，一些送往马赛，为战争做准备。他为自己的两个军团增加了30个大队的辅助部队。由于整个省份在某种程度上亲恺撒，所以瓦罗打算以加的斯为老巢继续作战。加的斯位于一个靠近海岸的岛屿上，是一个拥有良港的繁荣城市，最适合充当基地。瓦罗在这里已经建造了10艘船，囤积了大量物资和给养。他在拜提斯（Baetis）的希斯帕利斯（Hispalis）又建造了许多船只。他洗劫了大力神赫丘力士（Her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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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庙宇，将所有财宝都搬进加的斯城，又派遣盖乌斯·伽洛尼乌斯（Caius Gallonius）率领6个大队去守卫该城。他向各邦征收重税，通过声称恺撒在伊莱尔达吃了败仗，从该行省的罗马公民手中征收了1800万塞斯退斯、2万罗磅（约4万公斤）白银和12万蒲式耳小麦以备战争之需。他迫害恺撒的朋友，没收了许多私人财产。他树敌甚多，但总体而言，他是通过虚张声势而非采取切实行动去对付恺撒。尽管恺撒只有两个军团，却正在迅速逼近他。

尽管在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投降之后，在战争和公共事务的压力下，恺撒觉得应该去意大利，但他不能在西班牙没有完全臣服的情况下离开。大约在7月9日，他从伊莱尔达派出人民保民官奎因都斯·卡西乌斯率领两个军团去对付瓦罗，他的其他4个军团已经在卡伦纳斯的指挥下为了监视被俘的庞培军团而去了意大利，他本人不能在解决瓦罗之前搁置伊比利亚问题，使之成为自己的后顾之忧。根据对于庞培的性格的了解，恺撒相信庞培会作壁上观，直到西班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拥有这样的对手是恺撒的幸运。他在600名骑兵的护送下向拜提卡进军，并且通知所有邦族于8月初派遣使节到科尔杜巴与自己会面。

他得到的反响清晰无误。每个城镇和邦族都派了代表前往科尔杜巴，许多城镇与瓦罗的驻军为敌，或者向他们关闭了城门。听说了这一切之后，加的斯市民将瓦罗的部将伽洛尼乌斯赶出了城，宣布效忠于恺撒。当这个消息传到瓦罗的营地时，他的西班牙军团甚至也为了讨好恺撒而哗变，继而向希斯帕利斯进发。

瓦罗退往意大利加（Italica），不过该城也宣布反对他，他被迫与其他军团缴械投降，放弃了所有军事储备、搜刮的金钱和其他战利品。恺撒对这些城市及其市民的效忠表示了感激，向主要公民授予荣誉，豁免了瓦罗征收过的税款，归还了瓦罗抢走的财产。大约在8月20日，恺撒造访了加的斯，归还了瓦罗从赫丘力士神庙劫走的财物，留下卡西乌斯指挥瓦罗的两个军团，承诺再为他招募2个新军团。恺撒与他的两个旧军团从这里乘坐瓦罗建造的船只起航出海，月底到达了目的地塔拉科，受到热烈欢迎，恺撒也向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授予荣誉。他从塔拉科出发走陆路到了马赛，在这里得到一则消息，按照他的意愿，雷必达根据新法律提名他担任独裁官。从今以后，他在法律上就能代表罗马政府发号施令了
[4]

 。

9月6日，经过5个月的围攻之后，马赛向德来朋纽斯开门投降，虽然下达了追捕令，多米提乌斯还是设法从海上溜走了。马赛人严重得罪了愤怒的士兵，士兵们希望洗劫这个城市，马赛凭借悠久的名声才免于浩劫，但是马赛人被解除了武装，资财和舰队都遭到没收，恺撒留下2个军团驻守，其余的部队都前往意大利，他本人动身去了罗马。

就这样，庞培最初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两翼同时向身处高卢的恺撒进军的整体计划被挫败了。庞培本打算先发制人进攻恺撒，当恺撒的非凡行动令庞培失去意大利时，庞培就想从马其顿发动进攻，作为牵制恺撒从而支援其身处西班牙的部将的手段，庞培毫不怀疑恺撒在西班牙的行动会耗费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但是庞培的准备和行动从来都不够迅速，与眼前的对手相比，他简直就是个慢乌龟。在他还没有真正在马其顿开始组建新军团之前，恺撒就已经完成了西班牙战役，并且夺走了这个完整的行省和7个精锐军团。庞培已经永久性沦为战略防御的角色。他在迪拉基乌姆发动了战术进攻，但从未恢复战略主动地位。

目前，恺撒的左膀右臂走了霉运。他的副将库里奥在收复西西里岛之后，于7月初被派往非洲夺取庞培手中的那片土地。库里奥是一位年轻能干的军官，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然而他低估了庞培派驻在非洲的副将阿提乌斯·瓦鲁斯（Attius Varus），他只带了手下4个军团中的2个和500名骑兵。他选择的军团原属于庞培，但在科菲尼乌姆投靠了恺撒，并不十分值得信赖。库里奥渡海登陆，向瓦鲁斯驻扎的乌提卡进军。在非洲战役的开局阶段，他表现得多谋善断。瓦鲁斯在乌提卡附近的一场激战中惨遭失败，600人阵亡、1000人负伤。总体上当地百姓倾向于恺撒，但瓦鲁斯战败后不久，亲近庞培而且身为库里奥私敌的国王尤巴（Juba）
[5]

 ，率领一支占据压倒优势的大军前来援助瓦鲁斯。

库里奥退到了哥尼流军营（哥尼流·西庇阿，即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扎下的位置优良的老营），他本应一直守在那里，直到获得几个军团的援助再采取行动，他手里有补给、水源和木材，一切都可以从海上运过来。获悉敌方增援部队只是由萨布拉（Sabura）指挥的小股人马，而非尤巴的全军，还沉醉在最近胜利中的库里奥没有充分侦察就冒险再次出战。他本来是个聪明人，但在这里却缺乏判断力。他根据未经验证的片面信息采取行动，而恺撒指派给他的“参谋长”或顾问没有制止他。事实上，萨布拉确实是尤巴的先头部队的指挥官，但尤巴及其全军就在相距不远的后方。

库里奥一露面，萨布拉为了将罗马人引诱到不利的战场就佯装后退，国王的军队就埋伏在那里。这的确变成了现实，库里奥满怀上一场轻松获胜的信心，尾随萨布拉追到距离其营盘3万多米的地方。他队形散乱地到了那里，部队筋疲力尽，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尤巴的埋伏圈。国王从埋伏圈中现身，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进攻。库里奥全军覆没，他本人拒绝逃跑，战死在部下之中（7月24日）。留在哥尼流军营中的军队企图从海上逃跑，但由于恐惧和船只超载，逃生者寥寥无几，国王尤巴干掉了其中的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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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提卡和附近地区




这场因为库里奥的判断失误和对战斗的过度渴望导致的惨败是对恺撒的沉重打击，而且令庞培党在非洲获得了足够的地盘，令整个非洲大陆上的居民胆战心惊。只是战前库里奥已经占据了西西里岛，缓解了意大利粮食短缺的压力。庞培制定的令意大利半岛陷入饥荒的计划破产了。

马可·安东尼以代行政官的身份指挥意大利驻军，用3个军团控制西普斯（Sipus）、布隆狄西乌姆和他林敦（Tarentum）港，以免被庞培的舰队攻陷。马可·克拉苏管辖山南高卢，两支小舰队停泊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和亚得里亚海水域。盖乌斯·安东尼坐镇以利哩古北部，率领2个军团驻扎在库里克塔岛（Curicta）上。多拉贝拉率领40艘战舰驻扎在海峡里。

对庞培的舰队司令们而言，库里克塔岛上的局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行动机会。马可·屋大维（Marcus Octavius）和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率领一支强大得多的舰队进攻并击败了多拉贝拉，将安东尼围困在岛上。尽管有来自意大利的援军和第勒尼安海上舰队的援助，庞培舰队的数量和技术优势阻止了一切外援。安东尼的军队不得不任由命运摆布。他的部队最终都成了俘虏，被押送到马其顿，编入了庞培的军队。屋大维继续奋力扫荡以利哩古。以撒（Issa）投靠了他，但恺撒的党徒控制了利苏斯（Lissus），并在萨洛纳（Salonae）大败屋大维，后者撤退到迪拉基乌姆。

次年（公元前48年），恺撒没费什么力气就当选了执政官。他的搭档是部百流·塞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这给了他与独裁者相同的权力，同时也让罗马人听起来更加舒服
[6]

 。他辞去了独裁官职务，他在独裁官任上的11天内通过了一些基本法律，主持了拉丁节（Ferise Latinae）
[7]

 庆典和执政官选举，并且开始筹备向庞培进军。由于庞培控制着海洋，恺撒只能指望用计谋渡海。他知道庞培不会猜到他会让军队暴露在严冬道路上的危险之中，或者冒险在伊庇鲁斯度过严冬。他的对手会认为他忙于国家事务，尤其是那些执政官该管的事情，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意大利。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恺撒决定在隆冬季节偷渡亚得里亚海。

恺撒命令他所有的数千名骑兵和已经集结在鹰帜之下的12个军团前往布隆狄西乌姆，包括9个老军团、3个新建军团。其中的4个军团已经在卡伦纳斯的指挥下，护送被遣散的庞培军团抵达了瓦鲁斯河，2个军团在卡西乌斯的率领下曾前往拜提卡，3个军团曾在德来朋纽斯的指挥下围攻马赛。卡伦纳斯在8月中旬就可供差遣了，卡西乌斯的军团在8月末，一个月后德来朋纽斯的军团也都完成了任务。所有兵力都相继前往布隆狄西乌姆，但他们已经表现出了不满的迹象，行军迟缓。

第9军团在普拉肯提亚（Placentia）发动了兵变，恺撒以迅猛的动作予以平定，此举提振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他下达了十一抽杀令，但很快就宣布减刑，只将12名头目斩首。

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恺撒的军团编号。两个新建军团比较接近正常的编制人数，即前文讲述过的4800人。10个老军团损耗严重，尽管史料没提到它们被补充到正常编制，但可能已经做了这件事。如果平均每个军团有3300人，加上轻装部队和骑兵，恺撒的总兵力肯定不超过5万人。

11月17日，恺撒抵达布隆狄西乌姆。他的交通工具十分有限，只有12艘战舰和约100艘运输船。据《内战记》记载，他的12个军团和1万名骑兵中，只有1.5万人和500名骑兵能登上他手中的船只
[8]

 。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自从他下令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高卢港口建造船只并集中在布隆狄西乌姆，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时间，而且恺撒一贯关注未来的后勤供应。有些船只已经在以利哩古被击沉，但这只是筹建的舰队的一部分。霍尔滕修斯和多拉贝拉已经执行了命令，建造和带来了大量船只，但是库里克塔岛的灾难和保卫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必要性将舰船数量减少到了这个限度。

恺撒选出运往伊庇鲁斯的7个军团—6个由卡伦纳斯和卡西乌斯指挥的老军团和1个新建军团——一定比上文估算的兵力小得多。在这一点上，史学权威与《内战记》是矛盾的。“甚至就连这些可以登船的部队，人数也并不足额，在高卢的那些战争损失了很多人，从西班牙来的长途行军，又减少了一大批人，阿普利亚和布隆狄西乌姆附近疾疫横生的秋季，更使刚从高卢和西班牙这些极有益于健康的地区出来的全部军队，体质上受到很大的损害。”这7个军团可能只有2万人，还有600名骑兵。

在遭遇恺撒之前，庞培已经无所作为一年之久，他还是勤勉地集结了一支舰队，“从亚细亚和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从科库拉（Corcyra）、雅典、本都、庇推尼、叙利亚、奇里乞亚、腓尼基（Phoenicia）和埃及等地，征集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他还让所有的地方都建造大批舰只。他已经从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所有国王、君长和地方首领，以及从亚该亚（Achaia）
[9]

 的自由城市那里勒索了大批金钱，并且强迫在他控制下的几个行省的包税团体付给他大宗款项。”他从意大利来到伊庇鲁斯时带了5个不完整的军团，现在他拥有由意大利公民和定居在行省的罗马公民组成的9个满编军团；1个来自奇里乞亚的老兵军团
[10]

 ，1个来自克里特岛（Crete）和马其顿的军团，兵员是退役之后定居在这2个行省的老兵，还有2个来自亚细亚的军团。“此外，他还把大批从色萨利（Thessaly）、玻奥提亚（Boeotia）、亚该亚和伊庇鲁斯来的人以补充人员的名义分配到各个军团里去。他在这些人中，插进一些曾经在安东尼手下服务过的人。”他预计叙利亚还会派来2个军团，共有11个军团。他拥有大批希腊和其他民族的辅助弓箭手和投石手，可能不少于6000人，许多人骁勇异常，还有2000名志愿者和7000名骑兵，都是精挑细选的精锐。后者包括来自亚历山大驻军中的凯尔特人（Celts）、色雷斯人（Thracians）、加帕多家人（Cappadocians）、加拉太人（Galatians）、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努米底亚人和来自孔玛盖尼（Commagene）的弓骑兵。有些权威人士算出的庞培的兵力高达9万人，事实上，不会超过5万人。他从各个藩属国征收了大量粮食，并且通过占据迪拉基乌姆、阿波洛尼亚（Apollonia）和其他港口，认定自己可以阻止恺撒渡过亚得里亚海。他的舰队“全部分布在整个沿海地区”。

无论双方的实际兵力有多少，庞培的陆军肯定比恺撒多，海军的优势更大。他搜集的船只多达500艘，其中有100艘罗马舰船，其他的来自藩属国。由于不信任马可·加图，他将亚得里亚海舰队交由马可·比布卢斯（Marcus Bibulus）指挥，让他率领110艘大型战舰部署在科库拉附近。在庞培以下，小庞培
[11]

 指挥埃及分舰队，德基穆斯·莱利乌斯（Decius Laelius）和盖乌斯·特里阿里乌斯（Caius Triarius）负责亚细亚方面的舰队，盖乌斯·卡西乌斯（Caius Cassius）负责叙利亚分舰队，盖乌斯·马塞卢斯（Caius Marcellus）和奎因都斯·科波尼乌斯（Quintus Coponius）指挥罗得岛分舰队，斯克里博尼乌斯·利博和马可·屋大维（Marcus Octavius）负责利布尼亚（Liburnian）和亚该亚方面的舰队。看样子，这支庞大的舰队，无论积极主动还是懈怠疲沓，都在公元前49年严重干扰了恺撒的战役进程，几乎令意大利陷入饥荒，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优势。但是，除了在以利哩古海岸的零星活动，它一事无成。如果由加图指挥，可能会干得更好。

起初，庞培对于战争万事俱备，他拥有恺撒缺乏的一切。尽管他的精力从来都不怎么旺盛，但是他的精力曾使他战胜了所有敌人，据普鲁塔克所说，曾使他征服了三大洲的旺盛精力眼下却在衰退。从青年时代起，庞培就习惯了放纵生活。在某些时候，通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人的成就加上无可比拟的好运道，他能够成功发挥自己的才干，他的天赋并非微不足道，在某种程度上为他赢得了现有的名声。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似乎已经无法再努力了。在他那了不起的对手的超凡精力和个性面前，他的精神力量似乎化为乌有了。正如他曾经拒绝在密室中会晤恺撒一样，现在他似乎也不愿意在战场上与恺撒正面交锋了。就他俩而言，精神力量都与物质力量成反比。

庞培绝非无所作为。他一直忙于训练部队和强化纪律，使部队团结坚韧。尽管已经58岁了，他依然每天都亲自参加组织工作，并在阿利亚克蒙河（Haliacmon）的贝尔恰（Bercea）军营中的训练和行军中，向他的部队以身作则。但这不是战争，甚至不是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当庞培检阅他的军团时，恺撒已经彻底控制了意大利，并将西班牙从他的手中夺走。恺撒与一支完美的军队并肩战斗，拥有完美的目的性本能。庞培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外在军事肌体，却在向其注入灵魂方面无所作为，一支没有军魂的军队不过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暴徒。恺撒拥有明确的目标，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向目标进取。庞培在虚度光阴，他以为，当恺撒终于与他对垒时，他仅凭人多势众就能打垮对手。他认为，在这场内战中，简单的防御战就能令他获胜。这是对问题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也不敢面对恺撒，推迟了决定生死的日子。这个举动日甚一日地削弱了他和他的军队、党羽的力量。

与庞培相反，恺撒正视眼前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察觉到了一切，他也确实向世界展现了自己，他只是用刀剑为罗马人民拨乱反正。他在前进的过程中没有停步，没有要求休息，而是以完美的技巧和不懈的精力完成了他的巧妙计划。现在他已经通过征服西班牙确保了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他的基地是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以它们的全部资源作为自己的后盾，他准备向庞培亲自指挥的军队发动积极主动的进攻。他认为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所有方面，除了人数他都比对手强。恺撒不相信上天会站在兵力占优的一方。他对自己的幸运之星的信心简直就是盲目的迷信，他愿意并且渴望冒着自己的小军队覆灭的危险，与人多势众但懈怠被动的对手放手一搏。

自从内战爆发以来，庞培还没有发动过进攻性行动，相反，恺撒对西班牙、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非洲发动了进攻。在西班牙，他已经大获全胜，撒丁岛已经光复，库里奥在西西里获胜，因此意大利免于饥馑之灾。除了盟友尤巴在非洲取得的成功，以及在以利哩古俘虏了安东尼的军团，庞培的所有计划都已受挫。他的备战工作过于谨小慎微，尽管有西班牙的插曲，恺撒还是能够向他发动进攻。这些事实是评判他俩高下的公平标准。




[1]
 译注：福西亚（Phocaea）是小亚细亚西海岸上的一个古希腊城邦，福西亚人擅长航海，公元前600年兴建了海外殖民地马赛城。



[2]
 译注：今法国阿尔勒（Arles）。



[3]
 译注：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us）的拉丁文名字。



[4]
 译注：根据罗马法律，罗马共和国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由现任执政官提名，经元老院批准而任命独裁官。公元前49年的两位执政官都是庞培党人，已经追随庞培去了希腊，也就无人主持选举下一年执政官的公民大会。恺撒只是高卢总督，不是执政官，统治罗马的合法性不足。雷必达只是行政官，本不具备提名独裁官的资格。雷必达违反法律提名恺撒担任独裁官之后，恺撒就能像执政官那样主持下一年的执政官选举了。这次恺撒只当了十一天独裁官，选出了第二年（公元前48年）的两位执政官之后就卸任了，但是这两位新执政官中就有恺撒本人，相当于自己主持选举，选出了自己，为自己担任名正言顺的执政官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5]
 译注：努米底亚国王尤巴一世（约公元前85—前46年），公元前60至前46年在位。当时的努米底亚位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中东部，以盛产优秀骑兵著称。尤巴的父亲希厄姆普萨尔二世（Hiempsal II）是在庞培的帮助下才登上努米底亚王位的。尤巴本人因为恺撒曾经庇护他的一个叛臣而痛恨恺撒。库里奥在担任人民保民官时曾经建议把努米底亚改为罗马的行省，因此尤巴把他当成死敌。



[6]
 译注：部百流·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绍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Vatia Isauricus），生卒年不详。他是恺撒的长期朋友和追随者，公元前48年与恺撒共同当选执政官，作为恺撒的代理人留在意大利主持政务，因此恺撒被称作并列执政官，实为独裁者。恺撒死后，他当选公元前41年的执政官，故而平生共做了两任执政官。



[7]
 译注：拉丁节是在罗马东南19千米的阿尔巴隆伽山上举行的祀典，起源甚古，相传还是远古拉丁同盟时代留传下来的，除每年一度由执政官亲临主持连续四天的祀典外，罗马官吏带兵出征以前，也会去那里。



[8]
 译注：中文版《内战记》说是600名骑兵，核对洛布英文版《内战记》，500名骑兵的说法是对的。



[9]
 译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地区。



[10]
 译注：由于它是由两个军团合并成的，所以叫孪生军团（Gemella）。



[11]
 译注：庞培有两个儿子，长子与他同名，也叫格涅乌斯·庞培，次子叫塞克斯图斯·庞培。小庞培通常指其中的老大，小格涅乌斯·庞培。








第三十一章


伊庇鲁斯（公元前49年11月至前48年2月）


恺撒一到布隆狄西乌姆，就向士兵们发表谈话，告诉他们说：既然他们的辛苦和危险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现在就应当安心地把自己的奴隶和行李留在意大利，轻装上船，以便让更多的士兵登上船去，去争取可以从胜利中、从他的慷慨大度中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齐声高喊，请他想要下什么命令就下什么命令，无论他下什么命令，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执行。


恺撒的小部队中多是老兵，曾在高卢和西班牙战役中服役，由于作战和习惯于胜利而强大坚韧。他们完全相信统帅，盲目地追随和服从他。恺撒可以像依靠自己一样依靠他们。军团中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表征，第9军团在前往布隆狄西乌姆途中的普拉肯提亚发生了哗变，恺撒用高超的精神力量将其平定下来。就野外勤务而言，军团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些最近叛变的人急于恢复名誉。

公元前49年11月28日，等了数日北风之后，恺撒率领他的7个军团和600名骑兵没有携带辎重，乘坐由12艘战舰护送的大约100艘运输船起航，其中只有4艘船有甲板。在向东南方向走过一条幸运的航道之后，全军于次日在科库拉以北的伊庇鲁斯海岸登陆，此地是帕莱斯特（Pala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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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荒无人烟的锚地。他已经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但是成功避免了与庞培的任何一支舰队遭遇。

毫无疑问，恺撒仔细研究了遭遇风暴和敌人的可能性，并精心采取了行动。但是，他冒着满盘皆输的风险，将半数军队运送到庞培比他多三倍兵力的土地上，相比这位伟大统帅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气魄，更让人觉得他是个有勇无谋的莽汉。这再次表明，经伊利里亚进军，从而以他的老省份为基地，率领全军前进的方式比海运半数军队更好。由于没有基地，恺撒的第一支舰队被俘的可能性以及与第二支舰队能否会合，都是严重的问题。伊利里亚没有多少资源，恺撒的交通线不会有麻烦。

尽管如此，截至第一舰队登陆，恺撒的冒险还是成功了。庞培的舰队近在咫尺，其中100艘在科库拉、36艘在奥里库姆（Oricum），可他们对恺撒的出航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守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没有探寻恺撒的动向，以为他会在布隆狄西乌姆息冬。在除了城镇和港口的所有沿海地方，甚至连一队人马都没有。这说明，比布卢斯与庞培表现出的懈怠慵懒如出一辙。这与迄今为止庞培的将军们所做或未能做到的一切都是一致的。庞培相信恺撒不会在春季之前谋求开战，当军队被召集、训练和组织起来，以适应服役需要时，他仍优哉游哉地解散了设在庇哩亚（Beroea）的训练营，并开始经由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向亚得里亚海转移，计划在那里将他们安置在迪拉基乌姆、阿波洛尼亚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冬令营中，此时恺撒还在布隆狄西乌姆。庞培完全仰赖自己的数量优势，即使他预料到恺撒会渡海（尽管这一点也可疑），他似乎也不关心恺撒是否会向他逼近。他认为，仅仅通过一场他确信自己肯定会取得的大胜，就会让他收回几个月来失去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力。正如恺撒所说，他的到来完全出人意料，庞培没有做好接待他的准备。

恺撒一登陆就让卡伦纳斯率领舰队返回，去接其余的部队。出于安全的目的，舰队于夜间出航，而他不再福星高照——逆风延误了行程，大约30艘船被吹了回来，被正在监控科库拉的比布卢斯俘获，连船带人被惨无人道地付之一炬。庞培的舰队司令们希望“残酷的惩罚会吓退其他的人”。他也希望以此弥补自己放纵恺撒的舰队和半数陆军溜过防区的疏忽。既然恺撒现在已经登陆了，比布卢斯认为他最好封锁以利哩古和伊庇鲁斯的港口，并监控海岸——他做到了，严密监视着萨洛纳到奥里库姆的海岸线。他并不缺乏勇气，问题在于没有人料到恺撒会在冬季渡海，“尽管时值隆冬，他还是在船上戒备着，绝不因为害怕吃苦，放松自己的职责，也不坐待援军，一心只想能和恺撒一朝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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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庇鲁斯和马其顿




庞培将他的舰队部署在伊庇鲁斯海岸，作为组建和集结军队的屏障。他的军队散布在从阿利亚克蒙河到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的广大地域内，两个军团仍在意大利，刚刚由梅特卢斯·西庇阿组建。前往他的司令部的不仅有新兵，还有他的朋友和吃了败仗的将军们，包括从马赛出逃的多米提乌斯、从西西里跑来的加图、无数来自罗马的避难者、有钱有势的人物。由200位元老组成的流亡元老院在帖撒罗尼迦创立了。这一切都没有增强庞培的军队。与亚历山大不同的是，他无法同时控制宫廷和大本营。他在马其顿古都佩拉（Pella）的出现，也没能为他注入腓力或他那光彩照人的儿子的那种炽热活力。

抵达伊庇鲁斯之后，恺撒必须立即与庞培和谈或作战，恺撒再次向他的对手提出缔结和平、解散所有军队的协议，同意将他们之间的问题交由元老院和人民仲裁。他确实表现出诚心诚意谋求和解的模样，事实上形势也对他完全不利，他可能是真心求和。转达这些提议的是庞培的副将维布利乌斯·鲁孚，他在西班牙第二次落入恺撒之手，却得到了宽大的饶恕。维布利乌斯在遥远的马其顿找到了庞培，传达了恺撒的提议，然而它们与之前的提议一样石沉大海。庞培刚刚得到恺撒登陆的消息，一听说恺撒在挺进，他也领兵上路了，匆忙前往海岸奔向阿波洛尼亚。到目前为止，他的行动十分迟缓，以至于恺撒经历了西班牙战役和马赛攻城战依然能发动进攻。庞培对于恺撒的登陆也大吃一惊，对自己的安危忧心忡忡，现在他开始担心恺撒会占据整个海岸，于是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行动。

登陆的同日（11月29日），恺撒从奥里库姆启程，踏上崎岖山路，在奥里库姆遇到了庞培的副将路求·托夸图斯（L. Torquatus）的抵抗，市民们向他开门投降，卫城也如法炮制。驻扎在当地的舰队逃到了科库拉。留下阿基利乌斯（Acilius）和马可（Marcus）
[2]

 率领一个新编军团镇守奥里库姆之后，恺撒不顾前夜行军的疲乏，继续火速向阿波洛尼亚进发，阿波洛尼亚是厄纳齐雅大道分支上的一个富庶城市。次日，他就到了阿波洛尼亚。守将斯塔布里乌斯（Straberius）试图为庞培守住该城，他监视着卫城并努力控制住市民。但阿波洛尼亚同样承认了恺撒的统治权，拒绝违反元老院和人民已经做出的抉择。斯塔布里乌斯只得逃跑。12月2日，恺撒前往迪拉基乌姆，许多远方和附近的邦国和城镇，包括彼利斯（Bullis），阿曼提亚（Amantia）和几乎整个伊庇鲁斯都紧随其后前来效忠。

与此同时，庞培对恺撒到来引发的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深感恐惧，恺撒还在日夜兼程向阿波洛尼亚和迪拉基乌姆进发。尽管进展神速，但庞培溢于言表的紧张情绪令部下们士气低落。他们只接受过操场上的肤浅训练，不像高卢老兵那样身经百战。据说，庞培的军队对恺撒心惊胆战，以至于许多伊庇鲁斯士兵一听说恺撒到来就立即丢兵弃甲、抱头鼠窜。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恺撒的老部下、眼下担任庞培的得力干将的拉频弩斯于12月3日到达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时，不得不让这些人宣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庞培。

庞培尽了最大努力加快前进的步伐才勉强及时到达迪拉基乌姆，使其免于被恺撒占领。他的先头部队刚好抢在恺撒的前头，而后者已经踏上了前往这个对他至关重要的城市的征程。庞培进入了迪拉基乌姆城南的设防营寨。获悉对手巩固了对城市的占领，恺撒无疑大失所望，但他也不指望能一帆风顺地不断获胜，而且他的兵力过于薄弱，无法进攻对手，于是他率军后撤，在阿波洛尼亚地区的阿普苏斯河（Apsus）南岸安营扎寨。至于庞培，他的军队一安定下来就考虑守住河防，从而保住迪拉基乌姆的领土，很快他就来到恺撒的对面扎营，并将部队都召集到这里。他将部队的驻扎环境搞得很舒适，如有必要，他还打算在这里息冬。因此，每支部队都从河岸略为后撤，两军隔着阿普苏斯河对峙。恺撒在等待其他军团，他用南方的新盟友来保护自己的阵地。他在迪拉基乌姆和奥里库姆这两个港口之间的主要威胁来自庞培的舰队，后者可以在当地找到合适的锚地。

庞培没有赫丘力士那样的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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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获得了伟大军人的荣誉，在这个时期，年龄或奢靡让他失去了他曾经自诩过的精神力量。他从未拥有拿破仑那般的精神活力，但就像拿破仑后来在滑铁卢那样失去了肉体活力。没有什么比他在恺撒面前整整待了两个月却无所作为更能说明他目前处境的弱点了，这两个月内，恺撒的兵力非常少，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攻击对手。在这个时候，一次大胆的进攻对恺撒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恺撒的兵力只有庞培的一半。其余兵力还在布隆狄西乌姆，可能会因恶劣天气和庞培的舰队被无限期地滞留在那里，由于庞培的舰队装备精良、管理有方，所以足以控制亚得里亚海。现在是庞培难得的粉碎敌人的时候了。一次好运气可能就会让卡伦纳斯在任何一天将恺撒的其他军团带过海来。战机稍纵即逝。鉴于庞培控制着海岸，只要按照心愿发动一次直截了当的进攻，加上合理的预防措施，几乎就足以迫使恺撒深入伊庇鲁斯腹地，继而获得分割包围其兵力的机会，只要庞培都做到了，就能够将恺撒玩弄于股掌之间。此外，恺撒陷入了一个窘迫的地方，在那里为他的军队提供粮秣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因为他没有舰队。

身处布隆狄西乌姆的卡伦纳斯已经与马赛的军团会师了，当他得到恺撒的通知，鉴于比布卢斯控制着整个海岸，他必须对眼下的一切都保持清醒之时，他已经将步兵大队和骑兵都装上了从伊庇鲁斯返回的舰只起航了。在恺撒的警告下，卡伦纳斯召回了舰队，命令部队下船，而不是冒着被敌军俘获的危险起航。他也确实做到了。比布卢斯离开科库拉前往奥里库姆，严密监视着它，捕获了一艘脱离其他船只强行出海的船，处死了全体船员。

在奥里库姆的锚地，比布卢斯令恺撒无法下海，恺撒的部将们也令比布卢斯无从上岸，切断了他的淡水和木材供应，令其陷入窘境。他的所有补给品，甚至淡水都得从科库拉运过来。有一次，他的手下沦落到只能喝利用甲板上的毛皮搜集到的露水的境地。尽管比布卢斯的手下顽强地忍受饥渴之苦，但这些困难也造成了一个可以用计的时机，比布卢斯请求与恺撒停战，举行会晤。恺撒已经率领一个军团去了科库拉对面的布特罗图姆（Buthrotum）筹措粮秣和争取盟友。当他从阿基利乌斯和马可那里获悉比布卢斯要求停战时，他亲自返回了。恺撒同意举行会议，因为他一直渴望与庞培媾和，但是停战遭到了拒绝。恺撒洞悉其奸，原来庞培的舰队司令只想为他的舰船补充粮食和淡水。比布卢斯没有与会，只派了利博代表自己。这位军官提议向庞培转达恺撒的信息，同时提出停战的要求，这被恺撒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对敌人舰队造成的困难，超过了敌人舰队对自己造成的，绝不能给予敌人想要的喘息机会。

大约在同时，比布卢斯苦于履行无法推脱的指挥岗位，终于亡故了，在庞培的允许下，几支舰队由它们各自的司令继续指挥，没有一位总司令。对恺撒而言这是幸运的，因为庞培的海军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甚至比在一位不那么称职的总司令指挥下更加糟糕。

据说，恺撒传给庞培的最新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了“恺撒的恩典使人不值得拥有生命或罗马”之外，庞培没有别的回复，恺撒依然坚持再举行一次会晤。狭窄的阿普苏斯河，位于两军营盘之间，士兵们有一个共识，任何一方靠近河岸时，对方都不应投矛射箭，他们经常自由交谈，成群结队聚集在河岸上。停战与我们美国内战期间发生在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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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相似。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停战协议，总是在两军之间取得直接联系，尤其是双方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情况下。恺撒依然诚挚地渴望举行私人会晤，毫无疑问，恺撒认为自己在公民大会和战争方面都比庞培强大，故而派遣部百流·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通过公开呼吁请和：“为了和平，连比利牛斯山森林中的亡命者、连海盗都可以得到允许派出代表来，难道公民与公民之间反而不可以吗？”因此，在分属双方的瓦提尼乌斯与奥卢斯·瓦罗（Aulus Varro）之间安排了一次会晤，但真正与会与瓦提尼乌斯谈判的却是拉频弩斯，谈判被庞培军的一阵标枪雨打断了，包括三位百人队长在内的许多人负伤。据说，拉频弩斯宣称：“别再提起和解了，我们不带着恺撒的头回去，是不会有和平的。”显然，在某些脾气火爆的军人看来达成和解绝不可能。恺撒的和平意向再次受挫，庞培主要党羽的狂热也再次得到了体现。这些都是《内战记》的记载，没有什么特殊理由来怀疑他们，其他史学权威又向它们添油加醋。恺撒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正确和理性，即使他并不希望达成他提议的和平，他也很可能知道庞培会拒绝他的所有倡议，即便如此，该求和还得求。

比布卢斯死后，利博于1月中旬从奥里库姆驶往布隆狄西乌姆，封锁了港口，而它是恺撒军队手中的唯一在意大利的出海口。他占领了港口出入口上的一个小岛。他突如其来，俘获、焚毁了恺撒的一些运输船，拖走了1艘满载粮食的船。登陆之后，他赶走了一支安东尼的人马，然后自吹自擂地致信庞培说，如果他本人高兴，尽可以命令把他的其余船只拖上岸来，加以修理，还说，用他的舰队可以阻止恺撒得到增援。

当时安东尼在城里。为了对抗利博，他沿着海岸巡逻，阻止对手汲取淡水。鉴于自己无力下海，还要与对手打一仗，安东尼把本属于战舰的约60艘长划艇用木排和棚屋掩护好，把精选出来的士兵放在艇上，分别藏在沿岸诸地。他又派出2艘三列桨战舰赶到海港的出入口，假装训练桨手，引诱利博派出4艘五列桨战舰去拦截它们。安东尼的战舰退入港湾，假装逃跑，引诱利博追击。它们一进港，长划艇就前出，围攻敌人的战舰。他们俘获了1艘敌舰，将其余的敌舰赶了出去。利博远离战场、一事无成，同时缺粮少水、饥渴难耐，而安东尼在海边设置了几个骑兵哨所，阻止他筹粮汲水，终于迫使他放弃了对港口的封锁。

恺撒对他未能渡海的军团感到担心。他苦等了近三个月，即将冬去春来，他认为如果要得到那些军团，必须冒点风险。事实上，由于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充当信使的船只，因而对那些军团和意大利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致信留在布隆狄西乌姆的部将们：即使有船只失事，军队也得冒险乘着第一股遇到的顺风起航。他写道：“我需要士兵而非船只。”事实上，他本人就尝试乘坐一艘十二桨船渡海。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向船夫喊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正在运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好运。”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渡海。这次航行危机四伏，被大海和同样危险的敌人团团围住。

安东尼、卡伦纳斯，尤其是全军将士们，都像恺撒焦急盼望他们渡海那样渴望与他们的统帅会师。老兵们几乎摆脱了控制，急于前往将军的身边。2月15日，第一股南风刮来，他们就连夜扬帆拔锚起航了。他们路过阿波洛尼亚和迪拉基乌姆，敌人看到了他们，随着风势减弱，他们遭到来自迪拉基乌姆的奎因都斯·科波尼乌斯（Q. Coponius）率领的庞培舰队的追击。就在这些战舰眼看要追上恺撒的运输船时，南风又起，使它们抵达了利苏斯上方的宁费乌姆（Nymphaeum）。对那一天的帆船来说，要进入这个港口只能由南风推进去，西南风不行，安东尼的船只进入锚地之后，恺撒的好运也来了，风向转向西南，不仅阻止了敌人入港，还将部分敌舰拍在礁石上，20艘敌舰中有16艘沉没，外加许多船员。恺撒释放了被俘人员。恺撒的船只只有1艘被敌人俘获，220名新兵相信了敌人会饶恕他们的花言巧语投降了，他们被统统处死。另一艘靠了岸，乘载的军团老兵拒绝了投降条件，兴高采烈地上路与大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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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与安东尼会师




登陆之后，附近的利苏斯城接待了安东尼及其人马，倾尽全力给予帮助，当年伊利里亚还是恺撒的一个省份时，恺撒曾加强了利苏斯的城防。镇守利苏斯的庞培的部将奥塔基利乌斯（Otacilius）溜之大吉了。安东尼从这里派出当地信使，告诉恺撒他已经安然抵达。他带来了3个马赛老兵军团和1个新建军团（第27军团），还有800名骑兵，若干已在伊庇鲁斯康复的前伤兵，总共将近2万人的兵力。这些船只大部分被送回意大利，为恺撒的其余军队效力，留下了30艘，以备不时之需。

大约在2月18日，恺撒和庞培几乎同时接到安东尼登陆的消息。从阿波洛尼亚和迪拉基乌姆都能看到这些船只，后来他们消失无踪。每位统帅的当务之急都显而易见。2月19日，恺撒公开拔营出发与安东尼会师，而安东尼至少还有四天的路程要走。庞培在前夜经迪拉基乌姆前往地拉那（Tirana），截断他向恺撒靠拢的道路，如有可能就设伏偷袭他。庞培的目标很容易达成，他可以守住阿普苏斯河防线来防御恺撒，也可以直接攻打新上岸的敌人。恺撒不得不沿着阿普苏斯河向上游走一段路，找到一个渡口，也许还得发动强渡。

庞培的行军速度并不算快，但他提前一天在2月21日赶到了安东尼的人马附近，在安东尼向恺撒靠拢的道路附近设伏，希望出其不意地打击安东尼。他秘密扎营，要求部下隐藏形迹，不许举火。幸运的是，这一行动的消息经由友好的希腊人传到安东尼耳中。他据守绝对安全的营盘不出，并将行程呈送给恺撒。与此同时，恺撒在他的营盘的阿普苏斯河上游30千米处渡河，抵达了斯坎帕（Scampa），于22日通过侦察确定了部将的营盘位置。在这里，安东尼的信使找到了他。23日，他穿过群山奔向地拉那。庞培不愿意被两支敌军夹在中间而腹背受敌，便拔营而去了，唯恐被迫打一场遭遇战。庞培容许恺撒的两支人马会师，既是恺撒的光荣，也是他的耻辱。这也是他倦怠性格的一部分。这两位统帅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勇气，在其他小规模行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庞培采取的每一步都表现出了犹豫不决，更不要说是怯懦的行为，恺撒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好运，而且恺撒充分利用了他的好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庞培也不愿采取主动，即使世界上所有好运气都降临也不足以帮助他达成目的。

截至目前，庞培的行动还停留在对正确的作战计划的误解上。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动用他手下出色的骑兵，设法将恺撒压制在一定空间内，从而饿死恺撒，这一方略的实现可能性非常可疑，当他的兵力是恺撒的3倍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进攻对手。既然恺撒得到了增援，如果庞培还要回避会战，他这样做就有双重缘由了。很明显，庞培在兵力大占优势时表现得明显缺乏进取心，而在恺撒与安东尼会师之后，他困死恺撒的计划也许不错。

在这段时间内，庞培手下镇守叙利亚的部将西庇阿在恺撒渡海前往伊庇鲁斯时，奉庞培之命返回马其顿与主公会师。显然，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以一己之力就能摆平恺撒的程度，尽管他的兵力远超对手。

恺撒将军队牢牢抓在手里。与安东尼的会师给他带来了大批驻军，共有3.5万人，即使兵力不足，形势也对他有利。他已经完全做好了与庞培一决雌雄的准备。色萨利和埃托利亚（Aetolia）派遣使节来见他，同意只要他派兵过来就支持他的事业。尽管恺撒无法从他那微薄的兵力中分派出兵力，但他依然同意了这些请求，派出了新建的第27军团，加上200名骑兵，由路求·卡西乌斯·朗基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指挥前往色萨利，盖乌斯·卡尔维西乌斯·萨宾努斯（Caius Calvisius Sabinus）率领来自奥里库姆五个大队和若干骑兵前往埃托利亚。这些部将都得到指示，除了保护和争取几个省份的友好合作之外，还得采取措施为恺撒供应粮草，恺撒又派遣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Domitius Calvinus）率领第11、12军团和500名骑兵去往马其顿，阻止正从帖撒罗尼迦赶来的西庇阿的人马进入马其顿。

派出这些分遣队之后，恺撒手上只有7个军团：第6、7、8、9、10、13、14军团，共2.2万人，但他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他决定与庞培一决雌雄，并将其困在迪拉基乌姆附近的海岸上，这样就能截断他与希腊的联系。尽管恺撒兵微将寡，却开始强行发起战斗。他看穿了庞培的意图，像一位勇敢的玩家在对方的地盘上，尽管兵力只有对方一半，依然要与对手一决高下。

卡尔维西乌斯在埃托利亚受到热情款待，“在驱逐了卡吕东（Calydon）和瑙帕克图斯（Naupactus）两地的敌人守军以后，占据了整个埃托利亚”。卡西乌斯发现在色萨利有两派势力，掌权的赫吉萨勒图斯（Hegasaretus）偏向庞培，在野的佩特雷尤斯（Petreius）力挺恺撒，这种局面令他的工作更难开展。

当多米提乌斯从西方向马其顿进发时，西庇阿正从东方向同一省份挺进。当西庇阿距离多米提乌斯的军队30千米时，他没有针对对手实施机动，而是突然转头向南，向正在色萨利的卡西乌斯·朗基努斯靠拢，指望打这位将军一个措手不及，并阻挠其对这个国度的平定。为了更好达成目的，他轻装上阵，留下马可·法沃尼乌斯（Marcus Favonius）率领8个大队在阿利亚克蒙河（Haliacmon）南岸看守辎重，在那里加强防务。他派遣科德斯的骑兵打头阵，去攻打朗基努斯的营盘。

朗基努斯的兵员因为都是新兵蛋子，战斗力薄弱，所以立即退往山脚下，打算穿过群山前往安布拉基亚（Ambracia）。西庇阿的骑兵生龙活虎，穷追不舍。然而，多米提乌斯精明强干，立即向法沃尼乌斯虚张声势。敌军迫近的谣言迫使西庇阿回到他的部将身边以保护辎重，他抵达时恰好抢先多米提乌斯一步，后者的前锋已经近在眼前了。“当多米提乌斯行军的烟尘可以辨清的时候，恰恰也正是西庇阿的前锋部队可以望得见的时候。”多米提乌斯依然在河北岸驻防，不久之后，西庇阿就从对手的上游的一处渡口渡过了河，安营扎寨。

双方的营盘之间是一片9千米宽的平原。西庇阿在他的营盘前方摆开战线。多米提乌斯向他挺进、邀战。经过若干零星冲突、前进和示威，尽管西庇阿已经渡过了阿利亚克蒙河并迫近了敌人，他还是认为最好拒绝与多米提乌斯手下渴望打仗的军团开战，他退回彼岸，返回最初的营盘。在两场接连发生的互相侦察的骑兵战斗中，西庇阿都吃了亏。每位将军都努力诱使对方采取行动，但都没有如愿。显然多米提乌斯打得更好，然而双方都按兵不动。

恺撒希望集中兵力，只在奥里库姆留下阿基利乌斯（Acilius）指挥的三个大队负责保护海湾里的船只，将其余的守军与主力合并。阿基利乌斯凿沉了1艘商船，并在附近停泊了1艘战舰来堵塞港口。但他很不走运。庞培的儿子，我们将在后文中的西班牙战场遇到的小格涅乌斯，本来奉命指挥埃及分舰队，眼下他急于扬名立万，率领舰队驶向此地，他俘获了战舰，打捞起沉船，驶入港口。他在港内焚毁了大部分恺撒的船只，留下德基穆斯·莱利乌斯（Decimus Laelius）封锁港口，阻止恺撒的运粮船入内之后，他驶往宁费乌姆，继而溯河而上前往利苏斯，在这里焚毁了安东尼留在那里的30艘运输船。这些损失对恺撒极其不利，因为失去它们令他丧失了亚得里亚海东侧的所有船只。年轻气盛的小庞培在利苏斯登陆时，却没那么幸运，因为他占领此城的努力都未能得逞。但是，小格涅乌斯似乎具有此时已经远离其父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地拉那设伏失败之后，庞培退往迪拉基乌姆。根据他的回避武装冲突的计划，他决定守卫迪拉基乌姆正南的格努苏斯河（Genusus）一线，并前往阿斯帕拉吉姆（Asparagium）。阿斯帕拉吉姆的具体位置颇有争议，但是根据《内战记》记载的行动细节，它一定位于格努苏斯河河口以上约15千米的河南岸。与安东尼会师之后，恺撒返回斯坎帕，为了夺取巴尔提尼人（Parthenians）的首府（今天也未能确定位置），他溯格努苏斯河而上发动了突袭，随即紧随庞培前往阿斯帕拉吉姆。经过三天的行军，他来到庞培的对面并安营扎寨。次日，他拔营挺进，摆好阵势准备开战。庞培拒绝了恺撒的挑战，虽然他确实出营了，但仍然待在自己的高地上，在那里他不大可能遭受危险太大的攻击。

恺撒从来都是算无遗策的，他决心让庞培不得安生，于是构思和执行了一个充分展现他的头脑和双手的大胆想法——他决心截断庞培与迪拉基乌姆的联系。3月3日，恺撒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绕了一段漫长而隐秘的路线，沿着庞培的侧翼，直奔他的后勤基地。恺撒的路线横贯一片难以通行、林深树密的原野，勉强可以称其为一条路，溯格努苏斯河到了克劳狄亚纳（Clodiana）
[5]

 ，翻过格努苏斯河和河口位于迪拉基乌姆以北的阿尔泽恩河（Arzen）之间的崇山峻岭，沿着阿尔泽恩河而下。从一条河前往另一条河，他必须沿着一条大约67千米的道路，上溯、下行每一条河，这条路崎岖蜿蜒，时速不可能超过3千米。与此同时，速度还是必不可少的。恺撒的成功取决于他能否在一整天内令庞培对他的意图一无所知，也取决于他能否在24小时内完成行军，因为庞培前往迪拉基乌姆的道路笔直、平坦，不到37千米长。

庞培不知道恺撒正向他的交通线挺进，以为恺撒是因为缺粮才转移营地。当骑兵侦察员汇报恺撒的动向时，他才意识到即使自己立即走捷径也为时已晚。恺撒则通过积极努力，只在夜间稍事休息抵达了阿尔泽恩河畔，随即顺流而下到了这条河流折向西北、平行于海岸的拐点，从这里迅速奔向海边，抢占了海边的高地，“当老远一看到庞培的先头部队时，马上就在那边扎下营”，截断了庞培前往迪拉基乌姆的去路，迪拉基乌姆储存着庞培的战争物资和大量补给。恺撒在阿尔泽恩北岸一块略微隆起的地面上扎营。他采取了一次异常大胆和精妙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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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向迪拉基乌姆进军




尽管他的守军依然控制着迪拉基乌姆，但庞培与该城的联系被截断了。庞培愤懑不已，在阿尔泽恩河南岸的佩特拉（Petra）安营扎寨、构筑工事。此地是一个只能停泊小型船只的港口，他依然能用它从迪拉基乌姆取得粮秣。

迪拉基乌姆湾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弓形。当你从海上靠近海岸时，你会看到一个完美的弧形舞台，但是你必须实地考察细节。在弓背处，有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是注入阿尔泽恩河或流入海洋的各条河流的分水岭。这张弓分为三部分：最外侧曲线是崇山峻岭，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行动提供了崎岖的框架；中部曲线由不规则的白垩丘陵组成，崎岖难行；最内侧曲线是起伏的丘陵，被青翠和偶尔出现的树丛覆盖。整个国度都崎岖不平。今天伊庇鲁斯的人口比恺撒时代还要少。当时的地形与今天相差无几。分水岭是更高峻的山峦，高度从90米到360米不等，向海洋延伸构成了弓的中部，在海水和悬崖之间构成了一条长度超过500米的隘路，悬崖在某些地方几乎壁立，但山顶林木繁茂。在弓的南部，山坡向下延伸到今天的卡瓦亚（Cavaia）。分水岭构成的弓形地带内的地面崎岖破碎、巉岩嶙峋，后面密布峡谷和山涧，中心部分林木葱郁也有耕作的迹象，海边地势起伏、土壤肥沃，海滩宽阔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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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拉基乌姆战场周边




迪拉基乌姆位于弓的西北顶点上，被一个泻湖限制在一片长三角形的土地上，其西侧是巉岩嶙峋的海岸。只能从海上围攻它，如果一支部队试图从内陆方向包围它，那就会被泻湖的两端封闭在三角形地带的顶点处的狭窄入口之内。

现在，庞培更加坚定了他的计划——在伊庇鲁斯饿死恺撒而非与之交锋。他命令从亚洲和其他藩属国向佩特拉提供新补给。庞培拥有大量船只，做到这一点比较容易。相反，恺撒在为其持久作战提供的粮秣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以利哩古不是产粮区，伊庇鲁斯的粮食仅够自身糊口，庞培已经通过筹粮或破坏手段耗尽了周边的所有粮食。鉴于庞培统治着地中海，恺撒还不能从意大利得到任何补给。

审视了庞培面临的问题的要素之后，可以说在目前评估战争可能性的手段方面，庞培并非完全鼠目寸光。只有把他的麻木不仁和缺乏能动性与恺撒永不疲倦的精力进行对比，我们才会想否定他“伟大的”头衔。然而，世界上的费边式的将军们并非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荣誉，我们也不能低估庞培的能力。但是，即使我们认为他眼下困死恺撒的计划还不错，也绝不能承认，在他的兵力是对手的3倍时不迫使对方决战，不是迟疑懈怠之举。




[1]
 译注：今帕尔扎萨（Paljassa）。



[2]
 译注：此处有误，恺撒留下的守将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叫马可·阿基利乌斯。



[3]
 译注：在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项劳绩。



[4]
 译注：指美国内战期间，1862年3月到7月间发生的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联邦军第二次进攻南部首都里士满，经由约克河和詹姆斯河构成的半岛进军，南军将北军赶回詹姆斯河，北军失败。



[5]
 译注：今天的培流姆（Pelium）。








第三十二章


迪拉基乌姆（公元前48年3月至5月）

如果说庞培在构思和执行方面缺乏魄力，那么恺撒就可以说得上大胆了。他刚刚成功截断庞培与迪拉基乌姆的联系就采取措施将对手封锁在原来占据的位置上。在庞培营盘的周围，有已经描述过的三座山冈组成的山岭，但是他的外围分队并没有占据分水岭的任何一部分。恺撒尽可能多地占据外侧曲线上的山冈，在上面构筑堡垒，总共建了26座，再根据地形特点，用一连串复杂程度大小不一的土木工事将它们连接起来。在难以攻取的地方，工事相对简易，在天然险阻程度较低的地方，需要建筑艺术来帮忙。封锁线的两端都延伸到海岸上，北端以他在迪拉基乌姆东侧的营盘为终点，南端位于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他觉得最方便且够得着的某个地方。庞培立即意识到了恺撒的意图，但他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而是采取了一种已经被围的军队才采取的策略，竭力将恺撒的人马向外挤，当庞培还在设法避免全面冲突时，恺撒已经构筑了一条相当不错的防线，然而没人阻止庞培在周围山冈上保持一条同样优良的内侧防线。

恺撒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骑兵占优的庞培，截断他从伊庇鲁斯开来的运粮车队，或者蹂躏这个国度，因为他自己也需要粮食，他想用断绝饲料的方式削弱庞培的骑兵。他又一次确信，如果将庞培封锁起来，他就会威名大震，而庞培则名声扫地，这就能表明庞培没有勇气与他殊死一战。

恺撒向他的军团下达了作战或扎营的命令，于是它们现在占据了相应阵地。第10、13、14军团组成了右翼，第6、7军团为中坚，第8、9军团为左翼。

恺撒划定的战线长度将近24千米，需要2.2万人防守。庞培急于夺回迪拉基乌姆，因为他的物资储备都在那里，但是他不能冒险去进行一场必要的战斗，以阻止恺撒完成他的工事。他又倾尽全力占领一些山冈，并用工事加固，用这种手段迫使恺撒分散兵力。就这样，他用自己手中面对恺撒的内线兵力，围成一个大约21千米长的防御圈，他在圈内可以为骑兵获取一定数量的饲料。这条密闭防线由24座碉堡和一圈壁垒构成。庞培率先完成了他的工作，他的兵力更多，防线却短不少。他没有发动有组织的突围，但动用手中颇具战斗力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骚扰恺撒的人马，而罗马士兵们“都用毛毡、厚布层或兽皮为自己制作短内衣和护身，以御矢石”。“在占夺阵地中，双方都竭尽了全力。恺撒想把庞培限制在一个愈狭小愈好的圈子里，庞培则想占据一个愈大愈好的圈子，有愈多愈好的山头，因此经常发生战斗。”庞培的工事围住了大约36平方千米的地面，而恺撒包围了45平方千米。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地形之上，双方构筑了古代最有名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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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拉基乌姆行动的周边地区




我们不能认为庞培缺乏技巧，与此相反，每当他着手工作时出手都相当不凡。面对寻常对手，乃至一个能干的对手，他都可以证明自己是昔日那个征服了半个世界的将军，但是，恺撒无与伦比的精力和韬略碾压了他的一切努力，庞培的士气远不如恺撒，因此无法展现自己的优势。庞培与恺撒结识已久，他掌权多年，无疑也知道恺撒的厉害，故而谨小慎微，只是按兵不动。

庞培的处境明显好于恺撒。他的人马远多于对手，已经达到了碾压的程度。他拥有更多骑兵，他的船只轻易、不断地从迪拉基乌姆和其他地方为他运来粮食和物资。他的阵地在中央，每个侧翼和每个点都可以轻易从其他周边位置得到支援。然而，庞培不敢向他的敌人发动决定命运的进攻，即使在敌人的工事只完成了一半的时候。

在恺撒构筑封锁线的过程中，零星冲突不断。第9军团占据着当时恺撒逐渐伸向大海的工程的左翼。有一次，当其奉命占据一座恺撒渴望包围的山冈，并开始动手时（图上位置A），庞培的人马占据了它西侧的毗邻高地，建造了一些投射器械，用他们的投射武器和矢石严重阻挠了恺撒军的行动。庞培的轻装部队可以翻越连绵的山冈，挺进到第9军团附近的阵地上。恺撒之所以对这个高地志在必得，是因为占据了它，就可以令恺撒有机会截断庞培前往对他的供水至关重要的一条溪流（图上位置B）的通道，并将庞培军限制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空间内。恺撒的意图明显是沿着这条溪流，将其左翼延伸到海边，他认为有必要将第9军团从此地撤下去，庞培却积极地紧追不放，为对手制造了不少损失。撤退是沿着崎岖的山坡向东走，道路愈发艰难。据记载，庞培在胜利的那一天向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恺撒的军团能从这一冒冒失失地插进来的地方撤走而不遭到严重的损失，我就甘愿被别人看成是一个不中用的统帅。”从这番话看来，庞培好像依然颇有旧日雄风。

在撤退过程中，恺撒惊惶不安起来，他的老兵们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缺乏斗志。他下令送过去一些木栅栏，在它们的掩护下挖掘一道两端用堡垒加强的壕沟。这是为暂时守住阵地或掩护撤退而在敌人火力打击下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的有记录的最早战例之一。这样构筑的阵地维持了一段时间，恺撒又派出投石手和弓箭手进一步掩护撤退。随后各个大队奉命排成纵队，但是庞培的部下“开始更加傲慢、更加大胆地向前推进，追逐”恺撒的手下，推倒栅栏，跨过堑壕。恺撒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挫伤军队的士气，使撤退沦为逃窜。于是，恺撒命令负责指挥军团，此时撤退到某个位置的安东尼转身发动反扑。安东尼英勇地执行了命令。伴随着号角之声，第9军团转过身来，收紧了纵队，显然他们还在掌握之中。他们停下脚步，投出了标枪，继而拔出短剑向敌人猛扑过去。尽管他们像在伊莱尔达那样冲上一个陡坡，依然将面前的一切都赶了回去，而庞培的士卒们“转身飞逃”，在混乱中退了下去，由于撤退途中有许多栅栏和壕沟，许多人失足绊倒，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恺撒手下有5名军团士卒阵亡，而据《内战记》的记载，庞培的损失多得多。另一座山冈（图上位置C）被选中并用工事加固，庞培的手下赶走了恺撒的人马保住了它。失去这个山头是恺撒因过于自信而要将庞培团团围住而造成的灾难的第一步，使得庞培占据了比恺撒所希望的更大的地盘，并且迫使恺撒将自己的防区扩大了将近一半，不仅如此，还迫使他跨过一大片平原（图上位置D）才能用一条漫长的壁垒封闭左翼，而后来庞培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弱点所在。如果恺撒能够沿着发源于刚刚失去的那座山冈的小溪封闭他的防线，那么他成功的把握就会大很多。但是，这个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在平原的那边，恺撒挖掘了一道4.5米宽的壕沟，构筑了一堵3米高、3米宽的壁垒，由第9军团负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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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军团的战斗




后期战斗中付出的微小损失并不意味着它是一场恶战，但是鉴于庞培方面的进攻颇有章法，恺撒的撤退还算不错。轻装部队的伤亡人数很少得到记载。一般只统计阵亡的军团士卒，因此一个很小的数字有时会表示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恺撒的部队可能伤亡50人，轻装部队的伤亡可能也这么多，在不到4000人的队伍中伤亡100人，即2.5%，表明这是一场相当出彩的战斗。

两军营盘之间没有发生我们称为前哨战的战斗，但是庞培的部下经常在夜间前往能看到营火的地方，突然向那里胡乱投射一排箭矢和石头。恺撒的士卒们被迫在远离敌军骑兵的地方生火，以摆脱这种危险的烦恼。零星冲突持续不断。

对于恺撒一方，整个迪拉基乌姆的战斗进程十分新颖。封锁通常是为了截断补给线，由兵力更雄厚的一方来包围或针对因战败而士气低落的敌人的，但是，恺撒的军队只有庞培的半数，自己也需要补给，庞培被恺撒的外线封锁起来，但可以从海上获得需要的一切。封锁线漫长，恺撒军必须持续执勤，以履行他们所需要的守卫指责。他们坚毅地忍受着缺粮之苦。他们依靠大麦、豆类、罕见的牛肉和某种被称为卡拉（chara）
[1]

 的根茎为食，他们用卡拉制作粥和面包，他们还记得在伊莱尔达、阿来西亚和阿凡历古姆的物资短缺的日子，而他们曾在这些地方取得过辉煌胜利，所以并未丧失信心。两军进行零星冲突时会互相打招呼，恺撒的士兵们对庞培军说：“他们宁肯吃树皮过日子，也不愿让庞培溜出自己的手掌。”粮食逐渐成熟，很快就有了丰收的希望。虽然庞培军的粮食储备更为充裕，但他们严重缺水，因为所有流入庞培的地盘的溪流、泉水，统统都被恺撒改变了河道或用堤坝拦截起来，以迫使庞培军打井或依靠低洼沼泽中的咸水度日。庞培军不习惯干活，这对他们很不利。由于扎营空间足够大，恺撒人马的健康状况极佳，而庞培的人马被围困在一个小地方，劳累过度，卫生状况可疑。

由于严重缺乏饲料，庞培被迫派他的骑兵经海上前往迪拉基乌姆。在这里，他们可以更容易得到给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从恺撒封锁线的外侧发动突袭，袭扰他的筹粮队。

此时，恺撒离开他的军队已有一段时间。《内战记》的行文对此有阙文，我们不得不通过阿庇安（Appian）和狄奥·卡西乌斯的一两处春秋笔法予以补充，并且通过一种近乎猜测的方式来解读其所讲述的内容。恺撒极有可能出于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才去攻打迪拉基乌姆。他相信，如果自己立即攻打迪拉基乌姆，就能被市民迎入城中。他率领一支人数充足的部队向该城挺进，穿过了泻湖南端的狭窄入口，再将他的部队隐蔽起来，只率领一小队人马向城墙进发。

他的希望没有实现。恺撒不仅没受到已经同意响应他的市民的盛情接待，迪拉基乌姆守军反而出于敌意突然从城门冲杀出来。一队庞培军乘船出城，迂回到那个南端狭窄入口，试图截断恺撒的退路。另一队守军迂回他的右翼，阻止他从泻湖北端逃生。第三支守军从正面发动进攻。恺撒迅速集结人马，兵分三路分别打击敌人的三路，每支部队都打得风生水起。战斗无果而终。后方的战斗迫使恺撒撤退，他没费什么力气就击破后方的敌军脱困了。

此前，恺撒留下部百流·苏拉（Publius Sylla）
[2]

 指挥营中的守军。尽管安东尼是资历更深的军官，但他正身处遥远的左翼难以统领全局。显然庞培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情况，他抓住难得的突破恺撒防线的战机，抵达迪拉基乌姆城下，也许在城镇附近与恺撒遭遇，用他的小股部队将恺撒围困在迪拉基乌姆半岛上。由于拥有更庞大的兵力和内线，对苏拉指挥下的留守军团的工事发动进攻相对容易。庞培的算盘打得不错。每当他遇到战术问题时，他干得都很棒。他对恺撒的封锁线组织了三次攻击。这些进攻几乎发生在对迪拉基乌姆的攻势的同时，似乎庞培有预谋地亲自策划了向恺撒打开城门的虚假承诺，从而为恺撒布下了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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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在迪拉基乌姆城下




这些攻势都是针对堡垒的，同时针对时间、人数和位置也做了周密安排，因此很可能不会有增援部队从一段防线赶往另一段。他们就在庞培营盘的东面，共有4个军团，分为2个纵队。一个纵队沿着峡谷E挺进，另一个纵队沿着标记着F和G的路线前进。抵达了H附近的高地，这些军团兵分三路。其中的两路只有部分人马参与了进攻。在一次进攻中，恺撒的手下沃尔卡提乌斯·图卢斯（Volcatius Tullus）率领的3个大队轻松击退了由1个军团组成的一路纵队的进犯，在另一个地方，日耳曼辅助部队离开封锁线发动反冲击，击败了另1个军团，造成了敌军的惨重损失，随即安然撤回。然而这些攻势都是庞培组织的武力展示。

第三场或主要攻势才是猛烈的。庞培由2个军团组成的第三纵队，猛攻1个由百人队长弥努基乌斯指挥的第6军团第2大队，共计300人据守的堡垒。军团士卒们极其顽强地抵抗这场攻势。庞培的部队拥有云梯、挠钩和冲城羊头锤。他们猛扑堡垒上的塔楼，试图点燃栅栏、填平壕沟，表现出最大决心要摧毁防御工事。但是恺撒军顽强抵抗了许久，足以让苏拉从邻近工事中抽调两个军团，继而击退庞培军。庞培军却由于奋力进攻而筋疲力尽，无法抵抗这场反扑，第一线刚遭到打击就退回平地。苏拉拥有很好的战机，在有利条件下发动全面进攻，他没有这样做而受到将士们的严厉指责。但是，苏拉认为在恺撒缺席的情况下，他无权发起会战，这是统帅才应该干的事情。

被击退的庞培军难以有条不紊地撤退。他们翻过一道山梁（图上位置I），庞培在山顶停下脚步，不敢退到山梁的另一侧，以免被恺撒的部下打垮在山坡上。他将战斗延长到夜幕降临，随后夺取了努基乌斯堡垒上的投射器械射程之外的一个高地，并用工事加强了它的防御。恺撒的部下一直在他面前，希望在他因撤退而处于不利地位时发动进攻。在夜间和接下来的几天内，庞培建造了塔楼，将工事加高到4.5米，然后把他的这部分营寨用行障掩护好，以便在它的掩护下撤退。在第五天多云的夜里的第三更，他在当面的恺撒军眼皮子地下偷偷溜走，返回他的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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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苏拉的进攻




在这些日子里，防御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个想避战的将军只要躲在营盘里闭门不出，而且给养充足，他就会安然无恙。如果他的对手集结军团前进并要求会战，人们会认为除非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否则谋求一种最高尚的荣誉感的做法是接受会战，离开营盘排兵布阵。因此，如果一位将军在平原上扎营，他可能会被迫与敌人会战，唯一优势在于他靠近自己的营盘，可以随意撤退。如果他在一片高地上扎营，营门下面就是一个斜坡，他的位置会更佳，这样当他逼近敌人时，敌人如果发起进攻就必须要爬坡。顶盔掼甲的重装步兵不喜欢向上仰攻，他们爬坡时就会气喘吁吁，不得不向上抛出标枪，与此同时，敌人会向下投射武器，威力射程都会增加，况且还会以逸待劳，可以在适当时刻向他发动反冲锋，造成致命的效果。

庞培的这一举动再次证明，古人在敌人的追击下走下坡路撤退时，将部下掌控住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上坡仰攻时，锐气有助于克服困难，而下坡撤退时，信心丧失同样会导致灾难性局面。在当时，下坡过程中避免遭到攻击与今天避免遭到敌人的炮火纵射一样重要。令士兵有机会向下投掷标枪以打击敌人的阵地不容有失。大部分战斗发生在标枪射程之内。在理论上，前两行士兵投出标枪之后，就该拔剑肉搏了，但实际上，双方的前两行士兵面对面的战斗，基本上会在原地打上几个小时，随着一方或另一方暂时赢得优势，或者后方的队伍向前移动以缓解疲劳，战线会前进后退摇摆不定。尽管各条战线上进取心较强的人之间会进行单挑，但所有人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拔剑肉搏的。在当时，手持短剑冲锋比今天的刺刀冲锋频繁得多，但这往往是战斗大戏的最后一幕。如果失败了，就很难恢复战士的信心，而且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如果第二、三线战士还是生力军，他们会被召唤上前，如果这些持剑在手的士兵们被击退了，胜负就难以改变了，由于过去的士兵与我们的现代士兵一样易于士气低落，即使不是更易于低落，走下坡路撤军依然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采取的关键行动之一。

恺撒军已经获得了明显优势。如果我们相信《内战记》的话，庞培损失了将近2000人，许多人是老兵或百人队长，另有6面标帜，而恺撒只损失了20人。但是在弥努基乌斯的堡垒中，所有将士都负了伤。在一个大队中，4名百人队长失去了眼睛，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为了挽救堡垒而居功至伟的百人队长斯凯瓦（Scaeva）将盾牌交给恺撒，盾牌上有230个孔洞
[3]

 。恺撒赠给斯凯瓦20万铜钱
[4]

 ，约合3600美元，并将其从第8大队的百夫长提拔为首席百夫长（primipilus），作为其异常骁勇的奖励。经检数，共有3万支箭射入这个堡垒，守卫它的士兵们得到了双倍的军饷、衣物和军事荣誉。

这次战斗的伤亡比例存在着奇特的差异。在希腊人中，有一种近乎普遍存在的伤亡比例，10:1或12:1，而在罗马人中间几乎看不到什么规律。在《内战记》中的晚近战例中，如库里奥的非洲战役，书中给出的数字为600人阵亡、1000人负伤。在本次战斗中，整条战线上只有20名士兵阵亡，但在遭受最猛烈攻击的堡垒中，每个人都负了伤。这样的统计数字使得比较古今损失相当困难。在古代，由于矢石缺乏威力，受伤一定也轻。在手持武器、身披精甲的年代，两军战线会在投掷或射击距离上打上很长时间，而损失无几。如果斯凯瓦的盾牌真的被230枚矢石击中的话，他几乎不可能活着享用他得到的慷慨奖赏。




[1]
 译注：关于卡拉究竟是什么植物，至今没有定论。



[2]
 译注：古拉丁字母中没有“U”“Y”，都写为“V”，因此独裁者苏拉在古拉丁文中写作“Svlla”，字母“U”“Y”出现之后，苏拉一词出现了“Sulla”“Sylla”两种写法，以前者更为常见，本书作者似乎更喜欢相对冷门的后者。无论哪种写法，本书都译作苏拉。



[3]
 译注：查洛布英文版《内战记》，应为120个孔洞。



[4]
 译注：这里说的铜钱指当时的通用铜币塞斯退斯。








第三十三章


恺撒的败绩（公元前48年5月）

在迪拉基乌姆采取行动的几周时间内，埃托利亚、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和安菲洛基亚（Amphilochis）都已经被朗基努斯和萨宾努斯平定了。恺撒想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站稳脚跟，于是派遣卡伦纳斯率领这些军官去占领亚该亚（Achaia）。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又鉴于恺撒没有能渡过科林斯湾（Corinthian Bay）的舰队，庞培的部将卢提利乌斯·卢普斯（Rutilius Lupus）开始加固科林斯地峡，阻止卡伦纳斯进入亚该亚。卡伦纳斯以接受自愿臣服的方式收复了德尔菲（Delphi）、底比斯（Thebes）和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希腊大部分地区就此落入恺撒的手中。

为了避免为内战的流血负责，恺撒再次通过他与庞培的共同朋友、又是庞培心腹的西庇阿，在其抵达马其顿时，向庞培提出了调整过的和谈建议。与其他数次尝试一样，这一次又无果而终。这些尝试如恺撒的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恺撒知道它们不可能被庞培接受，还是出于对和平的真诚渴望，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但事实是，恺撒确实提出了这些和平建议，而庞培都拒绝了。除了刀兵相近，恺撒别无选择。

在庞培失利之后，恺撒每一天都在双方营盘之间的平地上排兵布阵，寻求会战。他甚至将战线抵近到庞培的壁垒下，至少位于投射器械的射程边缘。尽管庞培为了挽救他的荣誉，会率部出营，却将第三线抵在寨墙之下，这样就能得到壁垒上的轻装部队的火力掩护。此举阻止了恺撒发动进攻。

如前文所述，庞培的大部分骑兵都乘船去了迪拉基乌姆。大约在5月20日，“为了把庞培的骑兵更加方便地控制在迪拉基乌姆上阻止他们采牧，恺撒用巨大的工事扼守住那两条我们已经说过的很狭窄的通道，还在那些地方建造起碉堡”。当饲料日益难以获取时，庞培无法从他的骑兵那里获得任何优势，便将大部分骑兵从海路运回营地。尽管陆路遭到封锁，他的船只依然能让他经海路来去自如，而恺撒无从阻止。在他的防线之内，就连未成熟的麦苗也被战马吃光了，难以养活它们，马匹主要以树叶和草木为食。大麦和饲料是从科库拉和阿卡纳尼亚运来的，但数量不足。当这些补给品也都耗尽时，庞培除了突围已经无计可施。他认为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大约在这个时候，尽管庞培的部下每天都在投奔恺撒，但也发生了首次从恺撒阵营投奔庞培的事情，这些叛逃都事关重大。2名担任骑兵指挥官的阿罗布洛及斯人曾在高卢为恺撒效力，居功至伟，他们出身高贵、才干出众、骁勇善战，但是侵吞了部下的军饷，尽管罪行不重，恺撒也喜欢他们，说不会把丑闻当成事实，他们还是出于恐惧、羞愧，投奔了庞培，带给庞培关于恺撒的工事的详细情报。这样的叛逃十分罕见（恺撒说是首次），庞培很看重他们，煞费苦心地将他们带往战线各个角落做巡回展示。

根据从这些人口中获得的准确完整的情报，庞培收集了大量用于攻击恺撒的工事的物资，在夜间经海路将他的轻装部队和物资运往恺撒封锁线的最左端，那里距离海岸最近，距离恺撒大营也最远。同日夜间，第三更之后，庞培从北营和防线抽调了60个大队，派它们前往同一地点，战舰沿着海岸南下，在那一点的背后抛锚。步兵们奉命用柳条制成防护罩，扣在头盔上。那里驻扎的第9军团由财务官伦图卢斯·马尔克利努斯（Lentulus Marcellinus）指挥，孚尔维乌斯·波斯图穆斯（Fulvius Postumus）担任其副手。安东尼全面负责左翼防务。封锁线工程由一道3米高、3米宽的壁垒和4.5米宽的壕沟组成，它“面对敌人的壁垒”——面向北方——后方大约180米处是一道类似但不太坚固的工事，背对面向北的那道常规封锁线。恺撒已经预料到会遭到海上进攻，刚刚建造了面向南方的工事。但是，连接这两道壁垒和掩护封锁线左翼的工事，即面向大海的工事还没有竣工，庞培已经从叛逃的阿罗布洛及斯人口中得知了这些情况。

庞培的攻势在夜间准备妥当，战斗在破晓时分恺撒防线最薄弱的部分打响，进攻得到了精心策划、坚决执行，完全达成了突袭效果。从南侧进攻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非常活跃，向毫无防备的守军倾泻无情的矢石，两军人数比例高达6:1乃至8:1。与此同时，60个大队从北侧发动了决死冲锋，依靠手中的武器和投射器械取得了巨大优势，在用木柴填平壕沟之后，他们开始竖起云梯。由于腹背受敌，恺撒军的处境危在旦夕。但是令恺撒彻底失去胜机的是，一队轻装部队发现了恺撒防线最左端的工事尚未竣工，英勇地突入两条防线之间的空隙，从侧翼猛攻第9军团的士兵们。恺撒军的箭矢、标枪供应似乎不够充足，在遭到突袭时，他们的主要防御武器是石头，但是庞培军头盔上的柳条罩令他们免遭石头的杀伤。人们可能会认为，恺撒获悉那几个阿罗布洛及斯人叛逃之后会做出相应准备，但是从《内战记》中可以明显看出，恺撒军猝不及防。恺撒知道本方防御最弱的地点，也明白逃兵同样知道，他可能已经猜到敌人会从这里发动进攻。恺撒逐渐确信庞培不愿对他的薄弱点发动进攻，也许他正是因为这个漫不经心的判断而放松了警惕。无论如何，庞培精心策划的攻势大获成功。他的部下坚定果敢地猛扑过来，恺撒军防线遭到突破，无法恢复阵型，营盘就在左翼附近的马尔克利努斯派出几个大队前来增援，这些人也受到恐慌情绪的感染，乱七八糟地退了下来。庞培军继续施压，恺撒军损失惨重，除了一位壮年兵百人队长之外，所有百人队长都阵亡了。幸好他是一位首列百人队长，奋力保住了军团鹰帜。庞培军一直冲到第9军团的营盘才停下脚步。在这里，安东尼正率领12个大队从修建了一圈堡垒的山冈上冲下来，英勇无畏地在敌人的侧翼展开战线，阻止了后者的进攻，继而将敌人赶走，把溃兵收拢起来，终结了眼下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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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拉基乌姆战役，庞培的攻势




罗马军队在紧急情况下通常会燃起烟柱，恺撒就是通过烟柱得到噩耗的。他迅速率领从沿途堡垒搜罗来的几个大队从主营赶到战场，但为时已晚。庞培已经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恺撒无法将他赶出去，而庞培可以由此随意进出恺撒防线来筹集粮草。几个月来的努力化为乌有，封锁事实上被打破了。

在恺撒刚修建的防线顶端，庞培立即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坚固营盘，将恺撒已经修建的部分工事用于修建自己的营盘。它的位置距离海岸不远，在他的防线右侧的那条河南侧约1500米处。在这个营盘的对面，恺撒丝毫没有畏缩不前，他希望在分出胜负之前以一场胜利抵消此前的挫败，他在庞培营盘附近安营扎寨。他拥有安东尼的兵力，还可以安全、迅速地从毗邻堡垒抽调来35个大队。他将人马部署在封锁线和反封锁线之间，前者在右，后者在左，构筑了一道与它们垂直的新工事，距离敌人450米。

庞培的进攻是在白天发动的，他很快就取得了初步成功。当时还是白天早些时候，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庞培毫不怀疑当日的战斗已经结束，恺撒却不这么想，像谢里登（Sheridan）在温切斯特那样
[1]

 决心反败为胜。现在，每支军队都一分为二。双方各有一支人马部署在北方主营中对峙，另一支在南方平原战线上与对方打接触战。

此地附近有一个有内堡的营寨，内堡是第9军团在一两周之前的行动中构筑的，当恺撒改变计划而被迫放弃它时，庞培用更强大的兵力占领了它，并加筑了外墙。后来，庞培又放弃了这座拥有内外两层工事的营盘。“这营寨正靠着一片森林，离海不超过400步。”
[2]

 庞培占领此地期间，“同时，在营寨的左角，他筑了一道工事，一直通到河边，约400步长，以便他的部下可以更加方便地取水，不必担心危险”。现在恺撒和他的部下每天都在这片战场进行零星冲突，双方都谋求占领它，将其并入自己的防线。现在，它成了一个堡垒，距离庞培的营盘约750米。庞培派路求·托夸图斯指挥的军团前往这个营盘，作为连接他的南北营盘之间的便捷枢纽，以建立更加广阔的战线，并且让他的手下免遭构筑一个新营盘的劳苦。托夸图斯战战兢兢地挺进到树林后方的那个地方。

[image: ]
◎ 迪拉基乌姆战役中恺撒的攻势




恺撒通过侦察兵了解到了这一动向，他认为可以攻取这个阵地，获胜的机会很大，用一次精彩的反击弥补早晨蒙受的灾难。他的部下已经完成了工事，而庞培的手下却没有，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放下工具、准备战斗，随即抵达了那个营盘。进军的神速或许会令他打垮托夸图斯。他率领33个大队，约1万人出击，其中包括在刚结束的战斗中损失不小的第9军团。他在战壕里留下两个大队，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壁垒上积极施工，以消除庞培的疑虑。恺撒迅速前进，但小心翼翼，在庞培发现他进军之前抵达了那个堡垒。

恺撒将他的士兵分为两翼，每个侧翼都分为两线横队。左翼正对着要攻击的营盘，右翼面向接入河流的壕沟。恺撒亲自指挥左翼的攻势，猛扑营盘的外围工事，尽管工事入口被一种称为“豪猪”（ericius）的东西——布满锋利长矛的大门——堵住，恺撒还是冲杀进去了，将庞培军赶出内堡的正面墙壁。到目前为止，进攻取得了成功，然而恺撒的右翼却遇到了麻烦，他们不了解地形，在搜寻营盘入口时，以为从堡垒到河流的3米高的新建墙壁是堡垒的组成部分，便沿着它一路走过去，于是与左翼分离，两翼之间形成了一个危险的缺口，导致两翼无法互相支持。他们沿着河边壁垒走了一小段距离之后，就爬上去突破了它，骑兵在后面跟进。这样一来，与他们在壁垒前相比，他们距离堡垒更远了一些，他们与左翼脱节了。

庞培很快就知道了托夸图斯遭到攻击，于是让他的5个军团放下手头构筑工事的工作，与自己赶去解救他的部将。现在，守军确信得到庞培的增援，在营门顽强阻击恺撒的左翼，并以坚定的意志向恺撒军发动反冲击，同时庞培的骑兵向恺撒的骑兵和右翼发动进攻。也许是感受到新来的致命威胁，或者看到自己与统帅之间的联系被截断，恺撒的右翼士兵们惊惶失措。他们没有时间从早晨的失利中缓过劲来，工作也没有完成。骑兵们首先陷入恐慌，从河岸壁垒上一个刚刚由此进入的豁口退了出去。右翼步兵失去了骑兵的支持，甚至在敌军进入视野之前就向后退去，在退往河岸壁垒的途中，他们陷入混乱，大量士卒被自己人踩死在壕沟里面：


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害怕被夹在这一块极狭小的地方不得脱身，自己从那10尺高的壁垒上向壕堑里跳下去。当前面的人在受到践踏时，其余的人就试图从他们的身体上跨出去求得安全和逃生之路。


其他试图绕过河岸壁垒北端的人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显然这是自相践踏。左翼的恺撒军知道右翼和骑兵正在瓦解，因此自己的侧翼也暴露了，而自己还要应付庞培的守军，他们从墙上看到庞培的援军正在大胆和坚定地迫近，担心被包围在内外两层壁垒之间。在恐惧的支配下，敌人还没有投掷出标枪，他们就溃退下来。即使恺撒抓起一杆鹰帜，亲自召唤部下跟随自己前进，也未能令惊慌失措的军队重整旗鼓。恺撒抓住一个人，要他重拾责任感，据说他在恐惧中举剑攻击恺撒。士兵们“一路飞驰奔逃。又有一些人由于害怕，甚至连自己的连队旗帜也丢掉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在堡垒外墙的主门前，同样的混乱和灾难景象又上演了。幸运的是，庞培怀疑内有埋伏，没有迅速前进。失败突然反转成胜利，迫使他谨慎行事。他的骑兵急于追击，却无法突破河岸壁垒或经被伤亡的士卒堵住的营门杀进去。恺撒得以让他的残余部队不受追击之苦，撤出战斗。尽管敌人的骑兵最终赶了上来，他还是及时将残兵败将拉到封锁线工事的背后，从而挽救了他的部队。

在当天的两次行动中，恺撒损失了960人，包括几名罗马骑士、32名军团指挥官和百人队长、32面支队标帜。大多数人死于壕沟中的自相践踏。所有落入庞培之手的战俘都遭到了拉频弩斯的无情嘲讽，继而统统被处死。这就是恺撒所喜爱、尊荣的人表达出来的仇恨。恺撒军伤亡十分惨重，死亡率约为8%，与其他的一般性战斗相比，不能算作战斗损失。士兵们几乎未经战斗，他们要么被砍翻，要么在逃跑途中丧生。

这两次行动在《内战记》中没有得到清晰的记述，战场地形却讲述了这个故事，而且一些细节让我们得以非常清楚地描绘出战斗场景。可以肯定的是，恺撒遭遇了惨败，比从前任何一次都惨痛得多。他自己几乎丧命，他的军队士气彻底萎靡，无法集结一战，按照他自己的记载，如果庞培知道自己获胜了，他将遭遇致命的失败。《内战记》甚至没有试图文过饰非。这一日的两次战役都发生了逆转，仅仅源于庞培缺乏进取心，恺撒军才没有遭遇不可挽回的灾难。尽管兵力悬殊让恺撒拥有足够的失利理由，但军队士气委顿却没有借口可言。

所有老战士都知道，士兵成群逃跑是多么荒唐的举动，每个人都自寻生路，所有纪律观念都暂时瓦解了。恺撒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军队士气非常低落的画面。在所有古老作家中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让他们笔下的图景明暗分明。在无关大局的事件中表现的英勇是光彩照人的，在轻微逆境中的恐惧却过分夸张。这种记述习惯是否夸大了这件事情值得怀疑。各个时代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部队都没什么区别。恺撒的手下有时确实会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丧失信心，但恺撒总能将他们牢牢掌控住，让他们为失败而羞耻，进而鼓励他们在未来夺回荣誉。军队在荣誉方面的损失，恺撒用勇气和才智夺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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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帜手




恺撒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任务，他却冒冒失失地试图完成，因而在这个地方失去了三个月的大好时光和所有的进攻力量。他回到了起点，与意大利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从任何意义上说，他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失败了，庞培撒出大批骑兵之后，他的后勤会受到威胁。对手毋庸置疑的深谋远虑已经得到了胜利的证实。时间对庞培不像对恺撒那样不利。庞培的军队表现不错，庞培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还会再接再厉，现在庞培可以相信拉频弩斯的断言，恺撒的高卢老兵已经消耗殆尽。如果庞培再次奋力一搏，就能打回老家去，而恺撒将遭到致命打击。但是庞培没有这样做。命运女神本不眷顾任何人，却始终如一地站在恺撒那一边，同时两位统帅的性格现在展现无遗。




[1]
 译注：指美国内战期间，1864年9月19日发生的第三次温切斯特战役，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是此役中的北军司令。



[2]
 译注：查洛布英文版《内战记》，应为300罗步。








第三十四章


撤离迪拉基乌姆（公元前48年5月）

一日两胜令庞培及其党羽欢欣鼓舞，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被部下欢呼为“胜利将军”。他没有考虑部队或高参们的情况。恺撒则正相反，这位伟大的军人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绝不灰心丧气，决心立即更改计划。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原计划已经破产，不敢在原地再冒一次险，唯恐将士们回忆起先前的失败之后变得意志消沉。即使他手下久经沙场的坚强老兵也无法摆脱心理上的心慌意乱。恺撒最终决定放弃这个事实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少得多的兵力将庞培围困在封锁线之中——离开这里，将对手引出营盘，到平坦的旷野上，在那里他可以像在沟壑纵横的山中那样用机动战胜对手。在开阔战场上，他感到有一种他在迪拉基乌姆无法显现的优势，在迪拉基乌姆，漫长的战线、众多的堡垒制约了他的行动，也限制了他施展谋略的能力。

恺撒不能忽视所有因为迪拉基乌姆之败的怯懦行为。他拣选了那些他一贯信赖的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恪尽职守，他通过降职惩罚了几名旗手，此举足以惩一儆百。随后，他明智地向部下讲话，将他们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重拾信心。事实上，恺撒的军团将士们一从最初的低落士气中恢复过来就像往常一样渴望战斗了。他们乞求恺撒率领他们攻打敌人，而不是离开迪拉基乌姆，保证好好证明自己。但是恺撒不信任的并非他们的好意，而是他们的韧性。他认为自己的计划更为明智，并坚持己见，向部下保证，下次打击敌人定能获胜。此外，补给问题日益严峻，是时候拔营离去了。

只花了几个小时收拢和照顾伤员，随后恺撒悄悄将他的所有部下和物资都集中在左翼，战斗当天夜幕降临之际，他将所有辎重和伤病员打发上路，由一个军团负责照管，前往阿波洛尼亚，命令他们在前面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然后，按照他自己的命令，将2个军团作为后卫驻守营盘，次日天亮之前，他的其他7个军团悄无声息地沿着几条道路向同一方向启程了。当他们都安然上路时，他发出了通常的拔营信号，他与2个留守军团离开营盘，迅速跟上前方纵队。这种涉及荣誉的敏感十分有趣：恺撒不愿意偷偷溜走，但是他差点就这样做了，最终还是出于荣誉感发出了拔营启程的号声。这是眼下唯一明智之举。

恺撒面临着一项危险的任务：从两条没有桥梁的河流——水急岸陡的格努苏斯河和阿普苏斯河——在获胜的敌人面前撤退。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行军，他抵达了格努苏斯河河畔，庞培派出骑兵紧随不舍。庞培骑兵在格努苏斯河附近追上了恺撒的后卫，但是一无所获。恺撒派出自己的骑兵，与大约400名军团士卒混编，对付庞培的骑兵，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令敌人损兵折将，狼狈而归。随后他让军团轻而易举地渡过了河。这些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一天内完成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摆脱了庞培的直接追击，从而摆脱了危局，由于恺撒已经卷走了全部渡船，加上河岸陡峭，庞培的骑兵无法渡河。恺撒占据了阿斯帕拉吉姆对岸的老营盘，它的壁垒和壕沟还在，他又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如果他想躲避庞培，就必须再来一次隐秘行军。为了让庞培相信他会在原地停留一两天，他放出骑兵筹集粮草，但很快就悄悄将他们收拢回营。步兵一直待在营中，随时准备出发。庞培追着恺撒渡河，也驻扎在阿斯帕拉吉姆的旧营中，实际上他上当了。大约在中午，庞培的部下休息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返回旧营去取因匆忙出行而留在那里的财物，由于军纪涣散，他们七零八落、行伍不整，恺撒就这样在敌人面前偷偷溜走了，在天黑以前大约走了12千米。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夜幕刚刚降临，恺撒就让他的辎重队先走一步，次日天明他与其军团跟进。第三天又如法炮制，“尽管一路河流很深，道路很艰险，他却没受到什么损失”。到了第四天，庞培放弃了追击，恺撒稳步摆脱了他，返回阿斯帕拉吉姆。

战斗结束后，庞培立即拥有了几个可供选择的计划来利用他的胜利。他可以渡海去意大利，鉴于恺撒已经战败，他可以指望在那里受到更热烈的欢迎；他可以迅猛追杀恺撒的军队，或许能在恺撒招兵买马之前将其歼灭；如果追不上恺撒，他也可以紧追恺撒军向内陆进发，在恺撒恢复元气之前与之会战。从追杀恺撒开始，尽管一无所获，庞培却依然坚持在希腊作战的计划。他认为追击部队已经分散到各地了，重新集结人马才是明智的。

恺撒在阿波洛尼亚停下脚步，只是为了将伤员留在一个合适的驻扎地，同时为自己无限期离去之后做相应的安排。6月1日，他离开军队，决心与多米提乌斯会合，后者率领第11、12军团成功收复了马其顿，恺撒不希望失去这场征服的成果，因为拥有马其顿会使他能够在一个友好的国度集中兵力。

当时，多米提乌斯正在阿利亚克蒙河河畔，直到4月末，他一直在那里等待西庇阿，后者会从叙利亚带来2个军团和骑兵，后来西庇阿确实为庞培带来了这些兵力。大约在5月1日，西庇阿抵达多米提乌斯的驻地附近，随即转向南方，突袭正在色萨利的朗基努斯，后者手中只有1个新兵军团。他将辎重留在阿利亚克蒙河河畔塞尔维亚（Servia）附近，由法沃尼乌斯（Favonius）看管。朗基努斯得到警报，穿过品都斯山（Pindus Mountains）退往安布拉基亚。西庇阿认定能歼灭他的猎物，准备启程追赶的时候，法沃尼乌斯要他回去抵挡正在虎视眈眈的多米提乌斯。回到那里之后，西庇阿和多米提乌斯都沉迷于零星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多米提乌斯的准备更加充分，但是双方的交战不分胜负。大约在这个时候，恺撒抵达了阿波洛尼亚。

就总体战略计划而言，恺撒的意图十分明确。如果庞培追赶他就会失去与舰队和在迪拉基乌姆的补给站的联系，从而失去粮食和战争物资，届时双方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庞培渡海去意大利，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恺撒和多米提乌斯都将被迫尾随他穿过以利哩古去保卫意大利。如果庞培企图夺取阿波洛尼亚和奥里库姆，恺撒就会进攻西庇阿，从而迫使庞培前来援救。没有能令问题复杂化的其他选项。

恺撒在阿波洛尼亚留下4个大队，在利苏斯留下1个大队，在奥里库姆留下3个大队，这还不算伤兵。这样他手中还有7个老军团，其中1个军团已经抽调走了3个大队，总共还有1.8万人。他预计从意大利还会来2个军团，但它们会在科尼菲基乌斯（Cornuficius）的指挥下监控以利哩古。

6月2日，庞培判明了恺撒的动向之后选择与西庇阿会师。他担心恺撒正谋划打击他的部将，还打算赶在恺撒之前截断其与多米提乌斯的联系。他的许多部将强烈建议他渡过亚得里亚海夺回意大利，他们说此举将是对恺撒的致命打击，但庞培认为，绝不能放弃西庇阿与众多依然在色萨利和马其顿支持他的事业的显赫人物。

庞培留下加图和15个大队、300艘船只来守卫海岸和迪拉基乌姆。6月3日，庞培从阿斯帕拉吉姆前往马其顿。恺撒的迅速行动迫使庞培追赶他。正是恺撒，尽管吃了败仗，依然将未来机动的时间和地点强加给对手，而庞培的意志较为薄弱。

6月6日的形势波诡云谲。庞培正沿着厄纳齐雅大道行军，去与西庇阿会师。恺撒正沿着一条艰险的道路向奥苏河（Aous）挺进，要与多米提乌斯会师。至于多米提乌斯，由于在搜罗粮秣而对最近发生在迪拉基乌姆的事情一无所知，正在向赫拉克利亚（Heraclea）进军，即将落入庞培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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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的战局




关于恺撒战败的夸大谣言，削弱了许多希腊城邦对恺撒的忠诚度。他的信使被捕，令他无法与多米提乌斯互通消息。庞培正在阳关大道上行军，6月8日到达赫拉克利亚。如上文所述，多米提乌斯正在阿利亚克蒙河与西庇阿对峙。当西庇阿拒绝会战时，多米提乌斯因缺乏粮饷而向赫拉克利亚进发，他认为可以在那里取得补给。6月9日，他到了目的地附近。就在他跌跌撞撞地即将撞上庞培的纵队时，一些最近投奔了庞培的阿罗布洛及斯人和与之同行的侦察队被多米提乌斯的前锋部队擒获，向他吐露了所有实情。多米提乌斯赶忙更改行军路线，向南奔向色萨利。

目标明确的恺撒进军神速。他的路线与亚历山大向底比斯进军的路线大致相同。6月7日，他到达了奥苏河和佩内乌斯河（Peneus）之间的分水岭，继而下山到了色萨利境内的埃吉纽姆（Aeginium）。6月13日，他在此地与多米提乌斯会师。庞培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尾随。命运女神对双方都不错。两人手下遭受威胁的部将都没有被歼灭，现在形势已经清晰明朗了。

与其部将会师之后，恺撒手握9个军团，其中1个军团少了3个大队，共有2.4万人，还有少量轻装部队和1000名骑兵。他决定留在色萨利恢复军队的体力和士气。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将副将们集中到手握15个大队的卡伦纳斯手下。

色萨利的冲积平原幅员辽阔，得到了佩内乌斯河及其支流的充分灌溉，土地肥沃，适合军队采取行动。当地城镇内支持庞培或恺撒的党派斗争十分活跃，西庇阿获悉敌方将军的动向后向拉里萨（Larissa）进军，而恺撒在新败之余，几乎得不到像样的支持。当他走出山区时，他面对着四个坚固的城市——佩林奈乌姆（Pelinaeum）、特里卡（Trieca）、戈姆菲（Gomphi）和墨特罗波利斯（Metropolis），它们都坐落在山麓丘陵之上，拦住了前往色萨利的去路，而且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四方形，但它们的重要性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小。

6月15日，恺撒离开埃吉纽姆前往30千米外的戈姆菲。在这里，他发现城门向他紧闭，来自迪拉基乌姆的消息改变了许多色萨利人的想法，从前他们曾是他的盟友。市民们向西庇阿和庞培求援，但是西庇阿已经去了拉里萨，而庞培还没抵达色萨利的边界。

恺撒扎下营盘。那一天他的人马比平时走了更长的路，开始了营盘的修建，他决心刻不容缓地进攻戈姆菲。将士们展示了强烈的斗志。他们急于证明新近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他们准备了盾车、云梯和栅栏，在4时之前准备妥当。恺撒劝说他的部队恢复荣誉，赢得同时急需的荣誉和给养，尽管该城由很高的城墙保护着，恺撒还是发动了进攻，在下午剩下的3个小时内恺撒占领了它。为了杀一儆百和提振手下的斗志，他任由将士们洗劫它。

次日，他向墨特罗波利斯进发。这里的百姓起初也紧闭城门，但听到了戈姆菲的命运之后，就明智地改弦更张了。恺撒慎重地饶恕了该城，随后，除了西庇阿驻扎的拉里萨附近地区之外，所有色萨利城镇都被戈姆菲和墨特罗波利斯的榜样力量吓住了，同意向他的大军敞开城门。

恺撒为部下的所作所为感到欢欣鼓舞，他觉得可以再次相信他们一以贯之的勇敢。他决定等待庞培的到来，同时休整他的队伍。他向东进发，在皮尔戈（Pyrgo）渡过了阿皮达尼斯河（Apidanus），继续深入这片平坦的原野，继而在法萨卢以北、厄尼珀斯河（Enipeus）左岸的平原安营扎寨。在我们看来，营盘的位置选择不当，但恺撒没有出具在此地扎营的原因。

当发现多米提乌斯从眼前逃之夭夭，而且西庇阿安然无恙时，庞培便缓缓向东南方向的拉里萨挺进。他不大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取道佩拉前进。他至少知道西庇阿已经到了阿利亚克蒙河，可能也听说了西庇阿正在向拉里萨挺进。

这件事证明，如果庞培前往意大利会更好些，但他想当然地认为，再打一场胜仗是刚刚取得的胜利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称道他追踪敌人的目的，他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他坚信自己能够战胜敌人。

我们再次看到，战役的计划和顺序是由恺撒的行动决定的。也许庞培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但他过于松懈大意和狐疑不定了。即使现在，他也给了对手过多时间去招兵买马。

6月21日，庞培在拉里萨与西庇阿会师，接管了两支军队的指挥权。为什么恺撒没有在庞培赶来之前进攻西庇阿呢？这种行为不符合古代的惯例。拉里萨的城防因过于坚固而无法攻取，在速度至关重要的时刻，发动围攻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政治背景。据我们所知，攻击分散之敌，与其说是恺撒时代的习惯，不如说是现代战争艺术的一种手段。汉尼拔和亚历山大正是这么做的，但这种机会往往被忽视而非抓住。此外，恺撒不愿意攻打一个防御完善的城市。拉里萨驻扎着西庇阿的2个军团，与戈姆菲这样只有当地居民防守的地方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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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萨利平原




无论如何，恺撒都留在原地坐等敌人上门。拉里萨只在30千米外。收获时节近在眼前，他的补给可保无虞，还能在开阔原野上纵横驰骋。另一方面，庞培手握5万名军团士卒，7000名骑兵和众多轻装部队，兵力之庞大足以让他确信恺撒已经落入他的手掌心。获胜的庞培阵营中的每个人都对此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们已经视自己的统帅为罗马国家元首，并为荣誉、官职和战利品的处置而争吵不休。恺撒阵营中的富翁的财产至少在纸面上都被瓜分完毕了。分赃的结果引发了许多争执，士兵、政客和廷臣们日益强烈地要求打倒恺撒。

拉频弩斯大概是庞培手下最糟糕的幕僚。无论现在他对于恺撒的仇恨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感觉都显而易见。他难以让自己受到别人信任，但他确实使庞培相信恺撒的军队不是最棒的，军中的高卢老兵寥寥无几，而且迪拉基乌姆战役证明，他手下的年轻士兵无法承受战火的考验。他总说，庞培的骑兵无疑优于恺撒的，声称由于数量更多，一旦恺撒遭到攻击，胜利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肯定的是，庞培坚信自己胜券在握。他的判定有着充分理由，但是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薄弱的前提。他忘记了面前的敌人是恺撒，忘记了在战争中个人因素总是最强有力的。他们采取措施来消除恺撒的人格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所具有的分量。庞培军的缺点是缺少头脑，没有控制和指导局势发展的目的性。

另一方面，恺撒人军合一，整支军队都本能地执行他的意图。从基层到高官都按照他的方式令行禁止，他控制了军队的一切情绪和行动。他就是发条和摆轮，现在他觉得可以再次依赖自己的军队了，也许比新败之前的状态更好，他打算将庞培引上战场，尽管他的兵力只有对手的一半。

两军都同意互相靠近，驻扎在法萨卢附近。如我们所见，恺撒先期抵达这里，几天后庞培也到了。

两军的兵力都可以公正地估算出来。一些史学权威声称，在这片土地上有三四十万人针锋相对。这个说法十分荒唐。几乎所有古代史学家都同意庞培拥有110个大队，恺撒拥有82个大队，双方都有若干辅助部队。庞培的大队人数比恺撒的更接近正常编制，军团士卒将近5万人（《内战记》说有4.5万人），还有大约4000名弓箭手、7000名骑兵和一大批辅助部队，总数肯定超过6万人。恺撒的大队人数较少，每个大队不大可能超过300人。他们的人数大减，恺撒也没能将大队补充到正常人数。他的军团士卒总共不超过2.5万人（《内战记》说是2.2万人），骑兵只有1000人，加上远少于庞培的辅助部队，总兵力拥有3万人。所有权威都同意庞培的兵力远远超过恺撒的，大致上是以二敌一。

这种事情在古代战争中频繁重演，关于法萨卢战役发生在哪一侧河岸也颇多争议。对这片原野地形的研究，彻底搞清了情况。庞培从法萨卢北方的拉里萨过来，而恺撒来自西面的墨特罗波利斯。这些事实必须铭记于心，按照斯特拉波的说法，厄尼珀斯河源于俄特里斯山（Mount Othrys），流经法萨卢；据阿庇安的说法，战场在法萨卢与厄尼珀斯河之间；《内战记》则说，庞培的右翼和恺撒的左翼都倚靠在河岸上。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地方，让庞培恰好能为其大军安营扎寨和构筑我们所知的堡垒，敌对阵营双方还得有一片战场，符合我们认知的交战关系。除非我们能对这些要点和军事可能性感到心满意足，否则我们将如堕五里雾中。下面的战斗理论与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一致的，而其他说法不符。人们习惯于摒弃这些说法中的某一个或另一个，认为它与其余的说法南辕北辙，与这些说法一致的理论当然是最好的，尤其是当它与地形一致的时候。与坎尼战役的事例一样，没有必要摒弃可靠的史学权威出具的任何事实。

厄尼珀斯河流出源头后，流经深邃的峡谷，随后注入法萨卢平原。在这里，它折向西，将高出河岸180米、今天叫卡拉哲·艾哈迈德（Karadja Ahmet）的高地包围起来。除了西面面向平原之外，该高地的所有方向都耸立着浓密的山脉网。在卡拉哲·艾哈迈德高地以西，有一座从这个网络延伸出来的克林迪尔山（Krindir），两山之间是一片更小的平原，它长6千米、宽3千米，小平原南侧是群山，北侧是厄尼珀斯河。

颜色灰暗、峰峦寥落的西诺塞法拉山脉（Cynocephalae Mountains）位于它的北面。庞培离开拉里萨的路上穿过了这片高原，西诺塞法拉山脉在行程的左侧。他不可能像蒙森所说的那样，为了战斗而在这里扎营，此地地形过于崎岖，不适合用兵。庞培需要一个能动用他的庞大骑兵的战场。他找到了一个有斜坡的地方，这样他可以引诱恺撒进攻他，而恺撒在西诺塞法拉山的崎岖不平的高地上肯定无法取胜。他的敌人已经在厄尼珀斯河与克林迪尔山之间的狭窄地带扎下了营盘，法萨卢城堡可能就是荷马（Homer）笔下阿喀琉斯（Achilles）的家乡弗提亚（Phthia），这座满怀英雄回忆的城堡就建在高出他的营盘150米的双峰山冈上。庞培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下山渡过厄尼珀斯河，在卡拉哲·艾哈迈德高地扎营，他的正面有个合适的山坡，两翼分别得到河流和山冈的掩护，背后有个能渡过厄尼珀斯河的优良渡口。在营盘左侧的侧翼山冈上，他修建了几座堡垒。

恺撒面向东，庞培面向西，两军的营盘相距7.5千米。恺撒打算将庞培引上战场。他一直在掌控着全军的脉搏，发现它的脉动又一次强劲而有规律。这种测试军队的系统性节奏的能力的确证明了这位统帅的伟大。尽管恺撒刚刚战败，但他对于自己的士卒们的评估没有受到失利的误导；至于庞培，却因对于部队的信心而误入歧途。

为了引诱庞培出击，恺撒每天都要率领他的人马出营列阵，起初在距离庞培营寨不远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一直迫近到他那强大对手所在的山坡脚下。恺撒的骑兵与庞培相比少得可怜，所以他将骑兵与最活跃的轻装部队混编起来，通过每天都发生的零星冲突使他们适应这种战斗。尽管人少势弱，恺撒的骑兵依然对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在一场前哨战中击败了敌人，干掉了一个投敌的阿罗布洛及斯酋长。就这样，恺撒的将士们的自信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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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萨卢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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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公民橡叶冠的钱币




庞培没有离开他扎营的山冈，而是在下方山坡上整整齐齐地列阵，希望恺撒在不利情况下攻打他，由于他的兵力雄厚得多，恺撒过于慎重而不敢这样做。在这里，尽管所有因素都对庞培有利，但没有什么比他的优柔寡断更能表现他的委顿斗志了。我们不能说庞培还在按照他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老套方略行事。因为无论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还是屈从于他的朋友们的恳请，他都是专门到这里给恺撒致命一击的。

试图让庞培在平等条件下开战却未遂之后，恺撒打算修改战术，决心每天都更换阵地，努力在行军过程中改变局面来制伏庞培。由于庞培所部不像恺撒的人马那样习惯于艰难行军因而受到一系列强行军的困扰。此外，恺撒通过保持移动，更容易地获得粮秣，不必每天都派出大股分遣队去筹粮。在恺撒执行他的新计划的当天早晨，他注意到庞培已经从营地走向山下，比平时走得更远，仿佛他终于愿意碰碰运气似的。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庞培的朋友们一致要求进行会战。

尽管屈从于同党的压力，但是庞培的内心意识依然坚持着他的防御策略。此举部分缘于缺乏主观能动性，部分缘于他是个足够优秀的军人，心里明白迪拉基乌姆的胜利有侥幸成分，恺撒的军队的确比他的优秀，因此奉行费边战略是安全的，而且更容易获得最终胜利，即使在主动性方面不值得赞许。这是一种不错的想法，但是他的部将们大加反对，庞培的虚荣心终于在他们的坚持下屈服了。

看到庞培的前进，恺撒放缓了自己的前进步伐以试探敌人的意图，继而排兵布阵准备一战。此时是公元前48年6月29日。







第三十五章


法萨卢（公元前48年6月29日）

庞培得意扬扬地向部下宣布，要在步兵接战之前就把恺撒的军团打得抱头鼠窜，他很不明智地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将骑兵主力编成一个纵队，放在自己的左翼，让他们出击和包抄恺撒的右翼和后方，然后进攻恺撒的罗马人一贯担心的裸露侧翼，在恺撒的军团与本方步兵接战之前就奠定胜局。他对他的骑兵尤其得意，这似乎不纯然是自吹自擂，因为两军骑兵比例是7:1，而且大部分庞培骑兵确实是精锐部队。如果他是亚历山大，像那位马其顿人在海达斯佩斯所做的那样，他的计划也许会得到落实。拉频弩斯也对士兵们说，他们不仅在迪拉基乌姆的战斗中歼灭了恺撒的全部精锐，而且他手下的老兵也都没有从高卢回到他的身边。庞培、拉频弩斯和所有军团都宣誓不成功则成仁。庞培党欣喜若狂、信心十足。

恺撒仔细侦察了庞培的阵地。庞培没有留在攻不可破的高地上，而是下到平原上，距离其身后的营盘约1500米。恺撒看到庞培的右翼倚靠在陡峭的河岸上，那里有来自本都的600名骑兵，足以保护右翼顶端的安全。伦图卢斯指挥的右翼由奇里乞亚和西班牙大队组成，后者是由在瓦鲁斯河畔解散的残兵败将组成的，庞培认为他们是手下最坚定的部队。他的左翼由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指挥，包括去年恺撒交给他的2个军团，即第1、3军团，庞培本人就在他们中间。左翼抵近高地。西庇阿与两个叙利亚军团坐镇中路。7个大队留守营盘，如前文所述，营盘侧翼有几个堡垒。许多辅助和志愿部队，包括2000名留用老兵分散安插在战线上。拉频弩斯指挥庞培的骑兵，加上他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都在左翼，由于这一带的山冈很容易防守，所以没派别的部队保护他们。按照恺撒的说法，庞培全军共有110个大队，共有4.5万人。骑兵、轻装和辅助部队让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半。全军口令是“战无不胜的赫丘力士”（Hercules Invi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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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萨卢战役




恺撒按照他的习惯将军团摆成由大队组成的三条战线，每个军团的第一线有4个大队，第二线3个大队，第三线3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士兵们可能列成纵深八行
[1]

 。无论如何，恺撒都必须将他的大队战线展开，与庞培的战线等宽。如果他不这样做，《内战记》可能会有所提及，因为这样会对会战采用的战术产生显著影响。令人遗憾的是，鉴于两军都倾巢而出，我们不知道恺撒是如何覆盖了这么长的战线，而庞培的战线为什么这样短。不顾第10军团伤亡惨重，恺撒依然将其部署在右翼，第9军团在左翼。第9军团消耗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将第8军团部署在它旁边以便支援它，可以说它们组成了一个军团。2个大队留守营盘，有人认为守军有2000人，即六七个大队。安东尼指挥左翼，苏拉指挥右翼，多米提乌斯指挥中路。恺撒本人与第10军团就在庞培对面的位置上。他拥有82个大队，包括营盘的留守部队。列阵出战的有2.2万人。加上骑兵、轻装和辅助部队，他可能有3万人出战。战线相距90米。恺撒处于1:2的兵力劣势。他的处境和作战目的令人联想起腓特烈的钢铁意志，后者总是面对更险恶的困难，还能以无与伦比的决心从灾难的深渊中夺取胜利。

恺撒预见到，由于他的左翼抵在陡峭的河岸上而不必担心，所以主要危险来自庞培的骑兵对其右翼的打击。无论如何，庞培不会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一意识到右翼的危险，他迅速从第8、9军团之外的每个军团的第三线，各抽调出一个大队组成第四条战线，再将这六个大队组成的第四战线布置在右翼的少量骑兵身后，作为骑兵的后盾，“让他们面向着敌人的骑兵，并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打算”。他让这支精锐部队明白，他们的坚定、勇气和迅猛行动将决定战局走向。他还明确要求主力部队在命令下达之前不得冲锋，尤其是第三战线，他计划将其牢牢掌握住，充当预备队，以备需要时用它挽回一场意外的灾难。随后，他像往常一样向军队发表演讲，敦促他们展示他们曾在许多激烈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贯勇气，并请他们作证，使罗马人流血的不是他，而是顽固拒绝他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庞培。我们没有他的演讲记录，但军团将士们群情激愤有目共睹。其中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曾担任第10军团首席百人队长的志愿老兵克拉斯提努斯（Crastinus）走出队列，代表其他人表达了参战热情：“今天，统帅，不管是死还是活，我一定要让你好好感激我！”这是用生命来践行的承诺。随后，战斗号角吹响了，战斗口号是“战无不胜的维纳斯（Venus Victrix）”。
[2]



两军之间有足够空间，可以按照古代战斗中的通常模式各自前进。但是，庞培命令他的军团静候恺撒的进攻，并在敌人因迅速冲锋而阵型散乱的队伍疲惫不堪时发动进攻。庞培认为：


他还希望，如果军队坚持在一起不动，敌方掷过来的轻矛落下来时，会比落在这面也在一边投掷轻矛一边跑的人身上的力量要轻些。同时，由于恺撒的部队这样一来就有双倍的距离要跑，势必跑得气急败坏，疲乏不堪。


但是，恺撒深知气势的价值，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的气势：


所有的人心胸中天生都有一股因渴望战斗而炽热起来的精神上的锐气和冲劲，这种激情，做统帅的人只有责任加以发扬鼓励，切不可反加以遏止。因而，从古传下来的做法，即军号要四面齐鸣，全军要一气猛喊，绝不是没有道理的，为的是这样做可以使敌人惊惧，使自己的部下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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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萨卢的军队




每一位伟大的将军都明白这一点。恺撒知道他的部下可以忍受这种疲劳，他们受到庞培似乎出于恐惧而采取的列队、坐等进攻的决定的鼓舞。

恺撒军英勇无畏地冲杀出去。在右翼，克拉斯提乌斯与120名精选志愿兵率先发动进攻。右翼是一个充满荣誉的地方，授予那些已经为国家履行了所有军事义务，而仍愿意从事军事生涯的人。恺撒军意识到，庞培军并不愿意前进。根据从多次战斗汲取的经验，恺撒军在冲锋半路上会自动停了下来，以免在与敌人接战之前气喘吁吁。“等略许停息了片刻之后”，他们才再次前进。进入标枪射程之后，他们停下来让前面的士兵投掷标枪，“又依恺撒的指示，迅速抽出剑来”，再次让战吼响彻云霄，手持冰冷的钢铁器械扑向敌人。庞培的军队摆开连续的战线，像个男人一样迎接敌人的到来，他们投掷标枪，继而迅速拔剑出鞘。战斗双方打得十分顽强，两条战线融为一条，双方都想打垮对方，战线在拼死搏杀的战斗中来回往复，谁也不能从对方身上夺取预示着胜利的优势。

双方的军团进入迎面肉搏的瞬间，庞培的骑兵从本方左翼出发，后面跟着全部弓箭手和投石手，进攻恺撒手下的弱小骑兵。进攻的成效立竿见影。人数压倒了勇气。恺撒的骑兵被缓慢而真切地打退了。他们打得不错，因为他们记得自己曾在许多战场上居功至伟，但是他们逐渐旗靡辙乱，破碎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群体，最终被击溃了。敌人相信胜券在握，开始分散成小股部队，包抄恺撒军的后方。关键时刻到了，究竟鹿死谁手？

现在，恺撒的远见成了他的救星。他用6个大队组建的第四战线至今依然在其他三条战线的后方，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假定他们要么已经被部署，要么打算被放到随时可以部署的位置上，以面对庞培骑兵可能的进攻方向。这些大队并不畏惧骑兵，无论敌人骑兵有多少。当庞培的骑兵迫近时，这群不知道害怕也不怀疑会获胜的优秀军人按照恺撒的命令，向庞培的骑兵线发动了决死冲锋，而庞培骑兵毫无戒备，阵型松散破碎，正在迂回第10军团的侧翼，仿佛确信胜券在握了。一看到这个从容坚定的步兵方阵，庞培的骑兵大吃一惊，立即勒紧了马缰绳。他们是由来自许多国家的队伍组成的，几乎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尽管作为独立分队颇具威力，但没有足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目标。一旦失去速度，他们就丧失了冲击力。没有人再要他们向敌人发动冲锋。每个骑兵中队都眼睁睁地看着恺撒的部下英勇前进，他们停下脚步，意志动摇。犹豫的一方输了。恺撒手下英勇的大队继续前进，直到骑兵线面前，他们没有投掷标枪，而是迫近敌人，用标枪充当长矛，刺击战马的前胸和骑手的腿和脸。7000名庞培骑兵魂飞魄散、士气崩溃，转身向山上跑去。庞培的右臂被斩断了。此情此景与海达斯佩斯战场上的骑兵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在亚历山大的强烈冲动的驱使下，马其顿骑兵不断冲锋、冲锋、再冲锋，直到粉碎了波鲁斯（Porus）大军的侧翼。

干掉骑兵之后，这六个大队立即猛扑骑兵身后的弓箭手和投石手，这帮人失去了主力的支持无力抵抗，在原地遭到血腥的屠戮，被撕成碎片。接着，他们迂回到庞培的左翼，在双方的主阵线依然打作一团的同时，这支英勇的部队猛烈打击敌人的左翼和后方。战局彻底逆转了。

命运女神向恺撒的计划绽放出了微笑。庞培军对骑兵的失败大惊失色，在恺撒军的侧翼打击之下开始动摇。恺撒的第二线大队已经顶上了前线。到了该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候了。此前一直指挥着精锐部队的恺撒，现在飞奔前往充当预备队的第三线，命令它采取行动，以坚毅的步伐和完美的战线向敌人挺进，而第一、二战线从大队之间的间隙中撤下来，在后方维持战线，这些生力军是无所畏惧的百战老兵，以战斗队形展开，以一种只有老兵才能做到的冲锋一举突破了庞培的防线，好像面对的是蕾丝花边，继而将其撕成碎片。据说恺撒下达给第三战线的命令是在庞培军的脸上割出口子，而庞培军中多是时髦的罗马小伙子，他们害怕在脸上留下醒目的伤疤，甚于受到致命伤。此说不切实际，但无论真伪，庞培军都没有进行进一步抵抗。每个人都向营盘方向逃窜，也许并非人人如此。当庞培“看到自己的骑兵被逐回，自己最为信赖的那一部分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时，对其余的就更失去了信心，立刻离开战场，径自策马奔回营寨”。命令关闭营门，在冷漠和绝望之中返回他的大帐。

仗打赢了，庞培被击败了，无力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恺撒还必须占领敌人的营盘。恺撒告诫他的部下不要半途而废，率领他们攻打营盘的壁垒。尽管军团将士们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饱受酷暑的煎熬，还是以其一如既往的欢欣之情服从了命令。留守庞培营盘的几个大队打得不错，但是最出彩的防御战是色雷斯人和辅助部队打出来的，因为逃到那里避难的庞培军大多抛弃了武器和旗帜，打算继续逃命。恺撒军占领了营盘，残敌逃到卡拉哲·艾哈迈德高地以外的群山之中。

营地里都是大意和奢华的景象。桌上堆满了盘子和美食，帐篷上覆盖着常青藤，地面上铺满鲜嫩的青草，一切都证明庞培军对恺撒军判断有误，恺撒军并非“极为艰苦、咬紧牙关忍受的军队”，也并非“一切必须用的东西都很缺乏”。庞培一看到恺撒党猛攻战壕，就脱掉了他的将军装束，骑马逃往拉里萨，又从那里逃到海边，他到那里的时候身边只剩下30个骑兵，而后登船起航。他觉得部下都背叛了他。

恺撒再一次督促自己的军团不要停下来掠夺战利品，而是要通过追捕那些逃到山上的人来结束整场战争。恺撒像亚历山大那样坚持不懈地追索这片地域，尽管追杀不是他的长项。恺撒的士兵们最容易服从军纪，他们对庞培的营盘秋毫无犯，紧随恺撒追杀，恺撒开始在逃亡的敌军藏身的山脚下构筑一道工事。鉴于恺撒的人马威胁要围困他们，并从三面推进，加上山中无水，庞培军眼看大难临头，便设法通过一条通往河流转弯的羊肠小道撤退。他们希望在这里渡河，然后踏上通往拉里萨的道路，继而或许能在拉里萨的某位将领的指挥下继续抵抗，即使不能得逞也能争取更好的投降条件。恺撒在自己和庞培的营盘中都留下了驻军，自己率领四个军团沿着平原溯河而上，巧妙地前进到距离他的营盘9千米的地方，截住了逃敌的去路。这帮人依然躲在同一座山的另一个地方。尽管恺撒的部下行军打仗了一整天，人困马乏，但他还是鼓励他们在河流与山冈之间唯一能通过的地方构筑一道工事，以防敌人在夜间出去汲水。此举立即让庞培军屈服了。他们派人去洽谈投降事宜，只有几名元老级别的头面人物溜之大吉了。

次日早晨，所有残兵都按照命令下山，将武器堆积起来。他们以为会遭到清算，却发现得到宽大处理。恺撒赦免了所有人，禁止士兵伤害任何人或抢掠其任何财物。此后，他将疲惫的部队打发回营盘，接着带上比较新锐的部队杀向拉里萨。

在这场天下闻名的战役中，恺撒损失了30名百夫长和200名士兵，军官的损失比例相当可观，而庞培军中1.5万人阵亡、2.4万人被俘，180具标帜和9具鹰帜被缴获。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在逃跑途中被杀。俘虏们被送到亚洲，继而编入多米提乌斯·卡维努斯组建的新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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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萨卢战役之后




这场辉煌的胜利归功于恺撒高妙的部署，庞培的士卒缺乏活力、骑兵缺乏韧劲。如果庞培的骑兵能够恪尽职守，恺撒获胜的代价会高得多。恺撒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战线的弱点，部署了6个精选大队来抵抗敌军骑兵，当他们打垮对手时，恺撒让他们推进到庞培的左翼，展示了杰出的战术能力。此举完全出乎相信自己的左翼是胜利者的庞培的意料，继而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它显示了一小群坚定不移的人，在关键时刻被精准地运用和打击敌人是如何改变战斗走向的。

此时的海上局势是，布隆狄西乌姆被庞培手下的一位舰队司令德基穆斯·莱利乌斯封锁了，已经占领了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的另一位司令卡西乌斯用火攻歼灭了蓬波尼乌斯（Pomponius）的舰队，后来又占领了意大利的维波（Vibo），又用同样方式歼灭了苏尔皮基乌斯的舰队。要不是恺撒在法萨卢获胜的消息传来，莱利乌斯和卡西乌斯都急忙率领各自的舰队拔锚离去，所有这些地方都会落入庞培的党羽之手。

与此同时，卡伦纳斯平定了福基斯（Phocis）和玻奥提亚大部分地区，法萨卢战役之后，卡伦纳斯和科尼菲基乌斯依然留在原地来完成对希腊和伊利里亚的征服。

恺撒率领骑兵追杀庞培，从拉里萨一直追到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在这里，他眼看着庞培逃脱了他的追踪。第6军团跟了上来，他继续沿着色雷斯海岸前进，7月24日抵达赫勒斯滂（Hellespont）
[3]

 停下来搜罗渡海工具，最后用单薄的树皮筏子渡过海峡，结束了这个最为鲁莽的行动。追赶途中，由L.卡西乌斯率领的10艘战舰的小舰队制造了一些麻烦。按常理说，恺撒应该缴械投降，但是法萨卢的败报令庞培党人大吃一惊，恺撒以其无与伦比的大胆俘虏了整个舰队。这笔意外之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的前进步伐。

庞培逃到爱琴海（Aegean）和小亚细亚，希望能在各地遇到党羽和获得援助。在可耻地逃离法萨卢战场之后，他害怕遇到加图和其他部将。恺撒认为，无论庞培逃到天涯海角他都必须进行追捕，不给对手招募生力军的喘息之机，从而彻底结束战争。他沿着自己的路线尽快前进，但是由于身边的部队多是步兵而进展缓慢。他让马可·安东尼留下来指挥步兵，命令安东尼只要敌人的舰队允许就立即返回意大利控制亚平宁半岛。恺撒随身带了第6军团，命令卡伦纳斯在途中派给他另一个新兵军团。他手中还有数百名骑兵。

7月2日，逃亡途中的庞培在安菲波利斯停留了一天，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号召所有人拿起武器，并从当地的包税人那里搜罗了大笔钱财，随后起航前往米推利尼（Mytilenae），继而前往旁非利亚（Pamphylia）、奇里乞亚和塞浦路斯（Cyprus）。安条克（Antioch）拒绝接纳庞培，于是他放弃了本就不成熟的前往叙利亚再投奔帕提亚人（Parthians）的计划，但他在塞浦路斯筹集到更多钱财和军用黄铜，又招募了2000人的部队，随后扬帆起航前往埃及境内的佩卢西翁（Pelusium），并于9月末抵达。在这里，他发现托勒密·奥勒特斯（Ptolemy Auletes）
[4]

 的10岁儿子托勒密正在与其17岁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
[5]

 为独占埃及王位而火并。克利奥帕特拉已经逃到叙利亚避难，而托勒密正在佩卢西翁控制着克利奥帕特拉进入埃及的必经之路。现在，姐弟俩各自的军队都部署在沙漠附近。庞培向托勒密申请前往亚历山大城避难。托勒密接受了他的申请，公开表示了善意，但是他，或者说是他的宦官老师波提努斯（Photinus）担心庞培会为埃及招灾惹祸，便派国王的禁卫军统领阿基拉斯（Achillas）杀害了庞培，路求·伦图卢斯以类似的方式遇害。

就这样，年仅26岁就享有“伟大的”头衔的庞培不幸去世了，享年59岁。他曾是罗马人中广受欢迎的英雄。他曾进行了17场成功的战役，3次以凯旋式进入罗马城，3次当选执政官。他本可以与恺撒瓜分世界，却落到了这步田地！

“优秀的军官，”蒙森如是说，“尽管心、智方面都天赋平平，但是出乎人力之外的命运在30年内，持之以恒地让他完成了所有辉煌和艰巨的任务，让他摘下别人种植和培育的所有桂冠，为他提供了获得最高权力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一切只是为了在他个人身上彰显出一个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虚假的伟大的榜样。”

庞培与恺撒之间的统治权之争，展示了他俩自身的显著性格特征。无论孰是孰非，恺撒都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维持正义的形象，并成功做到了。从立场出发，他一再呼吁庞培进行个人会晤。在第一次建议遭到拒绝后不久，他可能发现他的呼吁无济于事，但他仍然坚持面晤协商，毫无疑问，他的坚持不懈加上战争的成功，在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眼中，为他的权力合法性加了不少分数。出于同样的目的，恺撒对所有在他控制之下的罗马公民都很慷慨，无论此人是作为阶下囚还是以其他什么身份，即使他们曾经是他的死敌。恺撒不比其他罗马人更不人道，但他的行动却很有策略，他知道审时度势、怎样慷慨。

两位将军的好战品质大相径庭。恺撒的远见卓识和规划行动方针的能力同他的坚毅、指挥和力量一样突出。在其高卢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就预见到了庞培将与自己进行最后斗争，并一直在为此未雨绸缪。他没有白白建立卓越的军团，也没有白白建立高卢基地，正是高卢为他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提供了基地。甚至恺撒鲁莽的开战，总体而言也没有超出其最初计划的智谋范围。相反，尽管庞培同样有把握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斗争，却没有针对恺撒采取任何行动。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必须掌控意大利，否则就会输掉决赛的第一局，也是最重要的一局。他曾经在别的地方做过抵抗的准备，但在帝国中央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利用它搜集到资源，没有与恺撒对垒，并迫使后者为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是放任恺撒从自己的部将手中夺取西班牙，却没有试图阻止。人们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孱弱无能的举措了。人们几乎认不出来那个曾经指挥过剿灭海盗的战争的庞培了。

与此相反，恺撒的目的性直截了当、令人赞叹。渡过卢比孔河的六十天后他就征服了意大利。随后，他利用亚得里亚海上的兵力掩护自己转向西班牙，确保自己的后方和基地不受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庞培军团的袭扰。抵达西班牙后的六周内，这一艰巨任务也大功告成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庞培掌握的制海权令他放不开手脚，过了好几个月他的两支部队来到伊庇鲁斯，两军会师之后，与敌人对垒的他才能指挥一支足以使他打一仗的部队。

恺撒了解他的敌人。尽管他有理由指望对手的惰性，但毫无疑问，他只率领一半兵力就行动还是轻率之举，他就这样渡海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如果庞培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施展拳脚，就可以粉碎恺撒及其一切希望。恺撒在迪拉基乌姆处境不妙，缘于他行为冒进而不明智，尽管它的后果是在法萨卢大获全胜，但必须明确指出它并非周到的军事策略。此举不能被称为名将的指挥艺术，因为名将的职责就是扮演一个大胆而不鲁莽的角色。恺撒急急忙忙地在伊庇鲁斯寻找庞培的行踪，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绩。在意大利滞留的这段时间，本可以令他筹备好船只，一次性将全军运往希腊，从而规避他所冒的严重风险。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在更短的时间内经以利哩古行军。他所需要的军团都来自西班牙和高卢，它们集中在波河流域，从那里到伊庇鲁斯的距离并不比到布隆狄西乌姆远多少。如果他从波河流域出发，走陆路取道以利哩古，确实可以节约时间。这是不错的道路，因为当庞培控制着亚得里亚海时，以利哩古效忠于他。当庞培知道恺撒正在向希腊进军并准备与之交战时，庞培渡海重返意大利就不存在风险了，但这不是他的行事方式。恺撒冒失渡海前往希腊，险些酿成大祸，只是好运才挽救了他。

恺撒以他那微弱的兵力，企图大胆封锁迪拉基乌姆附近的庞培，尽管此举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他那异乎寻常的大胆，但毕竟是一种鲁莽行为，迟早会失败而且确实失败了。这使他的军队损失了一大批精兵强将，更不要说造成士气低落了，只是靠恺撒的雄辩口才和严明军纪才有所改善。搞这样一次行动，与其说出于周全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一种过度的动物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在判断他的目标方面的不专业，而我们知道恺撒并不受这种不专业的支配。在这个行动中，恺撒更多地是利用力量而非谋略指挥战争。他并不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动，因为后来他又成功地采取了另一种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引诱庞培到开阔的原野上去。他放任自己的英勇凌驾于自己的谨慎之上，结果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只是他的好运气才将他从致命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还好，他摆脱了困境，使之未能造成最终失败。

恺撒的战役中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恺撒军团在使用锹、镐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纯熟精妙，会令每个美国士兵印象深刻。每名罗马士兵都通晓如何使用铁锹，但是恺撒的部下更为专业。这些挖掘工具，除了用于日常的筑营掘壕之外，似乎与军团的武器、盾牌同等重要。他们不止一次地挖掘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在与庞培打的战役中最能体现恺撒的性格的事例是他决心与对手在法萨卢会战。不是每位将军都会愿意或准备与兵力是其两倍的敌人打一场决定其事业成败的决战。在这种战役的决心中，人们必须承认由第一流的才智维持的性格，正所谓“艺高人胆大”。恺撒曾在墨特罗波利斯建立了前哨阵地，期望能用机动与庞培周旋，直到将其置于不利地位。然而庞培向他迫近，恺撒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行动。他大胆地做到了，他的部下以其英勇气概力挺他的魄力，最终领袖与军团赢得了胜利。与之相反，尽管庞培的作战计划盘算得不错，但在执行过程中他的部下却表现出缺乏韧性，也不具备与伟大统帅接触而产生的团队精神。起初，他的骑兵缺乏坚韧和纪律。没有一个合适的指挥官，骑兵就没有统一行动，这是庞培的错。东方人的表现糟糕透顶，而且似乎没有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可能被用于阻止战场上的灾难。当第一个不利事件发生时，既没有首脑也没有核心去阻遏失败的狂澜。庞培的失利表明，他在精神或心理上都不能再一搏了，他的党徒像一群惊恐万状的绵羊四散奔逃。恺撒军中的阵亡数字，可以衡量庞培军的战斗状况，也可以衡量那位伟大将军的士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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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头盔




卢比孔河起兵以来的18个月内，恺撒战胜了唯一站出来与他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人，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登陆伊庇鲁斯仅仅7个月后，他就发动了法萨卢战役。

必须以恺撒的名誉指出，在古代世界的征服者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胜利后慷慨仁厚。毫无疑问，他知道大度的价值，我们必须相信随着胜利的取得一切敌意都消失殆尽了。他性格中的这一方面与令他在一天内以不必要和背信弃义的手段屠杀43万名手无寸铁的日耳曼人的一面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法萨卢大捷的最显著后果是各行省的效忠从战败者那里转交给了胜利者。各地都召回了他们的海陆部队，并拒绝接纳战败的流亡者。尤巴是唯一敢于对抗他的锋镝的重要人物。大部分从法萨卢出逃的大人物，或走海路，或走山路，千辛万苦地投奔了驻扎在科库拉的加图。在这里，西庇阿、拉频弩斯、阿弗拉尼乌斯、格涅乌斯·庞培
[6]

 和其他要人举行了一场会议。显然希腊已经丢了。庞培的下落不明，大部分舰队被各自的所属省份召回。另一方面，西班牙很大程度上还支持庞培。在非洲，尤巴是个强大的中心人物，庞培的舰队依然比恺撒的强大。不存在投降的机会了，因为在内战中的投降机会只有一次。庞培党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是贵族派在继续战争。




[1]
 译注：按照第二十四章的说法和插图，每个满编大队有360名士兵，排成36×10的长方形战阵。眼下恺撒的兵力不足，为了保证战线宽度与庞培的相等，不得不减少每个大队的纵深，从十行纵深减少到八行。



[2]
 译注：尽管维纳斯是爱与美之神，但在罗马神话中，她还有别的身份。传说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Aeneas）是维纳斯与凡人的私生子，因此维纳斯是罗马人的始祖和战神，包括庞培、恺撒在内的许多罗马将军，喜欢使用“战无不胜的维纳斯”作为战斗口号。恺撒尤其喜欢用“战无不胜的维纳斯”和“母亲维纳斯（Venus Genetrix）”做口号，因为维纳斯是他的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



[3]
 译注：即今天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它是欧洲与亚洲，黑海与地中海的分界线，恺撒从欧洲过来，渡过海峡就是亚洲了。



[4]
 译注：史称托勒密十二世，奥勒特斯（Auletes）意为长笛手，因为他喜欢在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庆典上演奏酒神的专用乐器长笛。



[5]
 译注：分别是托勒密十三世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6]
 译注：此人是庞培的同名长子。








第三十六章


亚历山大城（公元前48年8月至前47年3月）

恺撒以为能在以弗所（Ephesus）找到庞培，便尾随猎物横穿了小亚细亚。在这里，恺撒听说庞培已经到了塞浦路斯，于是猜测庞培会前往埃及，便率领第6军团和卡伦努斯在8月8日派来会合的一个军团前往罗得岛。恺撒与这些人和800名骑兵起航前往亚历山大。他手握10艘来自罗得岛的和几艘来自亚洲的战舰，大约有3200名步兵，其余的军团士卒“或因战斗中受了伤，或因艰苦劳动和长途跋涉，没跟上队伍”，加上800名骑兵，他号称只有4000人。“自信他战胜的威名足以先声夺人，毫不犹豫地带着这支力量单薄的援军赶去，认为对他来说，到处都会同样安全。”

8月20日前后，抵达亚历山大的恺撒获悉了庞培的死讯，此时距离法萨卢战役还不到两个月。他在城市东港（大港）下锚，占据了半宫半堡的皇家宫殿，它位于洛基亚斯角（Cape Lochias）附近，分隔新旧港口的人工防波堤的东侧，又占领了附近的武库。恺撒曾认为自己身为庞培的征服者，不需要大量军队，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粗暴地击碎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引发的民众骚动，甚至令恺撒都觉得有性命之虞。事实上，在他进城时，队列前面的执政官法西斯（fasces）就几近引发了一场骚乱，市民们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国王的特权
[1]

 。恺撒立即派人去小亚细亚召集更多军团来埃及，此前他已经命令多米提乌斯从一些已经被遣散的庞培的士兵中招兵组建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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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城




与此同时，恺撒发现自己陷入了最尴尬的境地。他招来的军队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亚历山大，他自己也被一阵阵刮起的海风滞留下来。但是，他不是那种膛刀出鞘时还瞻前顾后的人。由于兵力捉襟见肘，他决定固守待援。他本可以在战端开启之前立即撤走，可就像对待军事问题一样，恺撒总会解决眼下的一切民事问题。他曾经受托裁断年幼的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之间的纠纷。已故的埃及国王让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作为国王和王后携手治国
[2]

 ，并由罗马人民来执行他的遗嘱。以此为依据，恺撒作为代表罗马人民的执政官
[3]

 ，认为自己有权命令两位王位争议者来到他面前，为自己辩护，直到他在二者之间做出裁断。亚历山大是一个庞大、动荡、独立的城市，遍地能人。市民们立即警觉起来。如果恺撒想逃走的话，有可能无法脱身，他登陆的时候，就受到了来自市民的人身威胁，亚历山大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而他却没有。除了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都想得到他的支持，其他动机也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克利奥帕特拉很快就从叙利亚回来了，起初恺撒的授权得到了争议双方的认可，但是托勒密与在其年幼期间摄政的宦官教师波提努斯很快就采取了一种不那么和平的策略，他们秘密任命禁卫军统领、国王的亲信阿基拉斯为佩卢西翁的驻军司令，并命令军队向亚历山大进军。正当恺撒在裁决继承权归属时，国王的军队和全部骑兵向都城进军的消息传来。

阿基拉斯的军队鱼龙混杂，由1.8万到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组成，其中多数人是强盗、奴隶和逃亡者，但也有不少人是已经被遣散的庞培军团士卒。当地的罗马驻军大部分原属庞培，轻易就投入了反恺撒阵营
[4]

 。“阿基拉斯信赖他这些部队，轻视恺撒的兵力单薄，他占领了除恺撒用兵力守住的那部分地区以外的全部亚历山大。”一听说阿基拉斯进京，恺撒就让国王派遣使者去见他。阿基拉斯甚至连使者们要说什么都没听，就处决了他们，恺撒看穿了这个阴谋，将还没离开亚历山大的托勒密和波提努斯抓了起来，扣为人质。“双方都估计国王的名字能对他的臣民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使得战争的面貌看起来是少数绝望之人的挣扎，而不是遵循国王的指挥而发动的。”后来波提努斯被恺撒处决了。

阿基拉斯的兵力是恺撒的5倍，但是他的军队物资匮乏。原来驻扎于此的军团老兵们由于长期驻留埃及，许多人与当地妇女通婚，完全丧失了罗马的纪律观念。阿基拉斯依然占据着亚历山大城的大部分城区，只有恺撒进城时占据的那一小块例外，那是恺撒为数不多的军队能保卫的。在自己的占领区，恺撒立即着手部署防御，他看出自己的处境不妙。尽管埃及军队纪律败坏，但是在公众情绪的支持下，它在许多方面还是令人生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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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




阿基拉斯的第一次努力尝试是强攻宫殿，但未能得逞。恺撒占据和封锁了通往宫殿的所有街道。与此同时，在城市港口发生了一场断断续续、顽强不屈的战斗，街巷和码头沿线也同时在打仗，而且难以控制。阿基拉斯企图夺取亚历山大港内的72艘战舰，但他还是没能得逞。由于恺撒无法有效保护这些战舰，担心战舰落入敌人之手，因而将其付之一炬。正是在这场大火中，亚历山大图书馆连同其他许多公共建筑和珍宝一齐葬身火海，如果阿基拉斯能成功控制船只就可以封锁港口，截断恺撒与外界的联系，令王宫无法得到外来的兵员和粮秣。无论恺撒的行为造成了多大灾难，都是保护驻地的必要手段。

此时的行动危机四伏，“从而，这场战斗进行的残酷程度，正是双方中一方认为自己的迅速胜利、另一方认为自己的安全，都得由这场胜负来决定时必然会有的。”恺撒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及早占领了法罗斯（Pharos）灯塔
[5]

 。当时，法罗斯是“岛上的一座灯塔，高度惊人”，后来一位历史学家说它高约400肘（ells）
[6]

 ，即将近180米高：


这个岛上有一座极高大的灯塔叫作法罗斯，是一座很令人惊叹的建筑，它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岛得来的。这个岛正处在亚历山大城对面，形成一个港湾，但和它之间却有一条像桥那样的狭路相连，这是以前的国王们造起的一条伸向海里的900尺长
[7]

 的防波堤。岛上有一些埃及人的住宅和一个和市镇差不多大小的村落，任何船只如果因为粗心，或因为暴风雨，航线稍稍偏了一些，他们就习惯于像海盗那样劫掠这些船只。再则由于这里航道狭窄，如果居于法罗斯岛的这些人不同意，任何船只都不能进入港湾去。恺撒很担心这一点，就趁敌人正在忙于战斗时，派军队在那边登陆，占领了法罗斯，在它上面派了守军。由于这些措施，粮食和援军可以用船只安全地运送到他这里来了。因为他已派遣使者到所有邻近各行省去，向他们征索援军。


控制了法罗斯灯塔，恺撒就控制了港口的进出通道，确保了他的后方和退路。

尽管恺撒在港区站稳了脚跟，却在城里一无所获。在城内，阿基拉斯控制的地盘要大得多，恺撒仅能守住他手里的城区，加强了必要阵地的防务。阿基拉斯通过市民控制了灯塔之外的整个法罗斯岛，还有赫普塔斯塔蒂姆（Heptastadium）——防波堤，并且动用能想出的一切手段继续进攻恺撒。而恺撒为了控制通往港口和码头的道路，加强了剧场与王宫毗连部分的工事，使之成为坚固的城堡。

与此同时，托勒密十二世的小女儿阿尔西诺（Arsinoë）逃入阿基拉斯的营寨，希望自己能继承王位。但是，很快阿基拉斯就与她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了当地军队内部的纷争，令恺撒坐收渔翁之利。

恺撒看到自己身处危机四伏的碌碌无为之中，必须尽快集结更多人马，否则就无法保命了。由于他极端不谨慎，他再度陷入一种类似于他在迪拉基乌姆几乎无法摆脱的困局。恺撒拥有一种检验是否是伟大统帅的独特的品质，他的莽撞是最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当莽撞行为的后果使他几近丧失一切成功机会时，他总能以一种力量，一种掌控全局的智慧来应对危局。当我们对恺撒的粗心大意几乎丧失耐心时，他的精力、勇气和谋略总能令人叹为观止。他不屈不挠、永不服输。当别人会考虑投降问题时，恺撒却开始大显神威，他完全依靠自己，对最终成功的怀疑，永远不会出现在他的灵魂深处。

眼下正是如此，作为罗马国家元首，恺撒拥有支配世界的力量，然而他和4000人马被围困在罗马的一个附庸国。恺撒毫不怀疑自己对付埃及人的本事。无论他的处境多么危险，都没有向他的军队表达出来。他始终泰然自若，从他的表情和行动上，谁都看不出他对时局的丝毫不安。他派人去罗得岛、叙利亚、奇里乞亚召集舰队，去克里特岛招募弓箭手，去佩特拉·阿拉伯（Arabia Petraea）
[8]

 ，向奈伯特国王马勒古斯（Malchus）寻求骑兵。恺撒指望多米提乌斯从小亚细亚派来两个军团的援兵，同时送来给养、战争物资和投射器械。恺撒号召别迦摩（Pergamos）国王米特拉达梯率领一支军队，经叙利亚援助自己。他自己也开始建造投射器械，从各地搜罗物资和兵员。在亚历山大，他采取一切手段固守待援。他将许多房屋夷为平地，以便获得活动空间，在通往武库和宫殿的街巷上，或者在他的防线上看起来薄弱的地方用护墙和盾车给予加固，从而将他所占领的一小部分城市包围起来。他在墙上打洞，以便冲城锤和投射武器穿过。这座城市的房屋棚顶都是拱形的，根本不用木料，特别适合构筑一个健全的防御体系。

恺撒占据的一小块城区“南面本来就已经有一片沼泽紧紧围着它”。那是一片低洼又狭窄的草地，位于亚历山大城主体所在的那几座低矮山丘之间，从大海向南、北延伸到马瑞奥提斯湖（Lake Mareotis）。如果能加以控制，这片低地就可以为军队提供饮水和饲料。通过从自己的阵地向南延展两侧的工事，恺撒逐渐占据了这片低地的一部分。如果完全占据它，他会处于敌人两翼之间的中心位置。

由于年轻的国王被捕，亚历山大人怒火中烧，他们同样积极召集部队和搜罗军用物资，从他们能控制的埃及每个角落招兵买马。他们在自己占据的那部分都城里囤积和制造了大量矢石和器械，增加了包括农民和奴隶在内的大批兵力。他们将这帮新兵部署在封锁线内最安全的地方，老兵们在广场上列队待命。所有大街小巷都用方石块筑起12米高的三重壁垒隔绝，城里地势比较低平的地方，他们用几座十层高的塔楼作为防御工事。有些同样高的塔楼被安装在轮子上面，以便用马拉着，沿城中的平坦街道推进。

亚历山大人心灵手巧，不仅模仿罗马人的所作所为，还设计了许多新奇玩意。阿基米德（Archimedes）曾在这里研习的古老工程艺术远未消亡。他们决心彻底消灭罗马人，他们认为罗马人会像对待其他土地一样将埃及降为一个罗马行省。他们的首领使他们相信，由于暴风雨季节令敌人无法从海上获得补给，恺撒很快就会因缺粮挨饿而束手就擒。恺撒试图通过小国王的调停来安抚亚历山大人，但是亚历山大人相信托勒密所言都出自恺撒的授意而拒不接受。

现在，在总管宦官伽尼墨德斯（Ganymed）的协助下，阿尔西诺用诡计害死了阿基拉斯，旋即提拔伽尼墨德斯为军队司令。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伽尼墨德斯决定切断恺撒的供水。一条相当大的运河或支流，从尼罗河三角洲流入亚历山大人控制的那部分城区，为他们带来了丰沛的供水，尽管这水浓稠、浑浊如泥汤一般。恺撒手中的城区的供水，贮存在用高架桥引尼罗河水进来的水槽里面，水在水槽中沉淀、澄清。恺撒的狭小防御系统，将他与运河分隔开，使他只能使用水槽内的存水。伽尼墨德斯开始大兴土木，将为高架桥和水槽供水的河道分流，此举也切断了他自己的蓄水池的供水，只得依靠运河中的水。这个工程并不艰巨。随后，他用水轮和其他器械将大量海水提出来，源源不断地倾倒进通往恺撒的水槽的高架桥中。利用这般巧妙的手段，上城区的所有蓄水池都逐渐被海水污染而不适合饮用了。海水灌入恺撒占据的下城，存水也变咸了，卫生状况堪忧。

迫在眉睫的水荒几乎引起了部队的恐慌，恺撒费了好大力气才将其平息下来。他无法安然撤离，因为一旦他的小部队离开工事，就将落入亚历山大人的股掌之中，为数众多的市民会轻而易举地粉碎撤军途中的恺撒军：


恺撒用安慰和说理的办法，减轻他部下的恐惧，他肯定地说，挖掘水井一定能找到甜水，凡是沿海的地方天生都有甜水的泉脉，就算埃及的海岸和所有别的地方的海岸性质有所不同，那也不要紧，因为海岸正在由他自由地控制着，敌人没有舰队，不能阻止他每天用船只出去取水，左面可以到帕拉托尼乌姆（Paratonium）去取，右面可以到岛上去取，这两处地方航行的方向相反，不会同时受到逆风阻拦。逃跑确乎不是上策，不仅对那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尊严的人来说，就对于那些除了自己的性命以外不考虑别的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费尽心机才能在防御工事后面挡住敌人的攻击，一旦离开防御工事，就无论地形、无论人数，都不足以和敌人相抗了。上船既要拖拖拉拉费很多时间，又要经过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要用小艇的地方。而亚历山大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的行动很迅速，地势和建筑又极熟悉，特别在当他们一得胜，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们会抢先赶来占据比较高的地方和建筑物，以阻止我们逃走，并截住我们的船只。因而，他们心里千万不可再存有这种念头，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取得胜利。


军队对他们的统帅满怀的信心消除了他们的恐惧。恺撒的诺言得到了兑现，他动用了一切可用的人手去挖井。他知道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就在挖井的第一个夜里，水井就产出了大量淡水。“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人的苦心策划和辛勤劳动，我军没花多少时间工作就把它抵消了。”

曾经是庞培军队的一部分，后来向恺撒投降的第37军团，现在由多米提乌斯指派从罗得岛出发，携带全套给养、武器和器械登船起航，但逆向的东风令其无法入港，而是向西远离港口。尽管如此，舰队还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抛锚停泊，指挥官派出一艘划桨的船去城里通知恺撒他们已经到了，只是缺水。风对用桨驱动的船只影响不大，而靠风帆驱动的船只就得任凭海风摆布了。恺撒决定去舰队那里采取适当措施将其引入港口。他不愿削弱守军，让所有地面部队各就各位。他上了船，带上已经到手的战船起航，搜寻他的运输船。

恺撒在亚历山大以西约40千米处的克索宁苏斯角（Point Chersonesus）附近的海岸巡视时，派了一些人上岸找水，这些人被敌人俘获了，亚历山大人知道了身在船上的恺撒身边没有军团士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伽尼墨德斯带上所有能出动的船只，从亚历山大人一直掌握的西港欧诺斯托斯港（Eunostos）起航，企图进攻他，最好能抓活的。因为恺撒一心要干别的，所以不愿意打仗。当他和舰队航向亚历山大时与敌人遭遇，起初他拒绝开战，因为天色将晚，敌人比他更熟悉海岸。不仅如此，他觉得部下在白天会打得更出色，况且船上也没有军团士卒。第37军团还在运输船上，于是他向岸边驶去。

但是，眼下的局势迫使他打一仗。一艘罗得岛战舰冒冒失失地脱离了舰队，遭到几艘敌舰的攻击。恺撒被迫前去解救它，“以免它受到敌人的伤害，当众出丑，虽然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厄运落到它头上，也是它咎由自取的事情”。一向以海军骁勇剽悍著称的罗得岛人，在这里互相比着逞强斗狠。亚历山大人无力抵挡他们。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得岛舰队司令幼发拉诺尔（Euphranor）的出色指挥，从而大获全胜。敌人损失惨重，要不是夜幕降临恺撒本可以全歼敌人的舰队。令人开心的是，逆风停歇，运输船在恺撒战舰的护送下安然抵达亚历山大的大港，下锚停泊。现在，恺撒海陆兵力都几乎翻了一番。

起初，这场灾难对亚力山大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挽回的。自从恺撒来到亚历山大，他们已经损失了110艘船。鉴于他们对自己的航海技术颇为自豪，而海战失败缘于水手而非陆军，他们对此尤其垂头丧气。他们“再也不敢相信在那些建筑物里能够自卫——这本来也和那些高地一样是他们所倚恃的。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木材都用来制造栅栏，好像就怕我们的舰队甚至会攻到陆地上来似的”。但是这个民族是天生的航海民族，他们满怀巨大的热情，在伽尼墨德斯的激昂言辞的鼓励下开始组建一支新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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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海战




他们明白海上封锁是消灭恺撒的唯一可靠措施。他们找来所有可以改装和能航行的旧船，所有在尼罗河口充当流动关税站的船只加上他们能搞到的所有器材，尽可能完善装备他们不遗余力地投入使用的一切可以漂浮在港内的东西。为了搜寻制造船桨的材料，他们将廊柱、院校和公共建筑的屋顶拆下来，利用从中获得的板材。他们期待在港内作战，在海上没用的船只在港内却用得上。几天之内，他们就装备好了22艘四列桨战舰、5艘五列桨战舰和大量小船。船上有优秀水手和适当补充的陆战队。恺撒有10艘四列桨战舰、5艘五列桨战舰，加上没有甲板的小船，共计34艘船，其中有9艘来自罗得岛（还有1艘在途中沉没了）、8艘来自本都、5艘来自吕西亚（Ly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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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艘来自亚细亚。

恺撒小心翼翼地为下一场海战做准备，他已经看出，只要亚历山大人不分散舰队就能将他封锁在港口里面。他向全军阐明了征服敌人的必要性，向部下们表示，万一战败了每个人都肯定亡命沙场。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拔锚起航，绕过法罗斯岛，面向欧诺斯托斯港内的敌人摆开了战阵。罗得岛战舰在右翼，本都战舰在左翼。恺撒在两翼之间留下了约300米宽的距离，以便回旋机动，其余的战舰编组起来充当预备队，为战线上的每艘战舰都指定了1艘预备队中的战舰作为后援。信心十足的亚历山大人将比罗马战舰多得多的舰队拉上战场。22艘四列桨战舰摆成第一战线，其余的放在第二线。大量小船协同舰队出战。他们在小船上准备了一些燃烧的矢石和可燃物，准备将恺撒的船只付之一炬。

双方舰队之间是几处浅滩，几条曲曲折折的水道从中穿过，今天也是如此。由于双方都认为背对海滩作战十分危险，因此都坐等对方穿过这些浅滩。恺撒的舰队司令是罗得岛人幼发拉诺尔，此君在刚刚打完的海战中居功至伟，是个才干、勇气兼备的人。略为犹豫之后，恺撒听取了幼发拉诺尔的建议决定发动进攻，让罗得岛战舰先行穿过浅滩前进，其余的舰队紧随其后。战线启动之后，就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只剩下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问题了。罗马人的优势正在于此。罗马人和埃及人，百姓和军卒们都在亚历山大城的屋顶上亲眼见证这场海战。罗马人为生死存亡而战。如果他们输掉了海战，就会被大海阻断退路。这种认知刺激他们迸发出超过一贯水平的勇气。在一场漫长又不正规的战斗之后，埃及人还是被打败了，尽管他们在海上骁勇无畏的声名远扬，船只数量也多得多。1艘五列桨战舰和1艘双列桨战舰连同所有船员被俘，3艘战舰被击沉，而罗马舰船无一损失。从损失来衡量的话，这场战斗似乎没有《亚历山大战记》的言辞所指出的那样惨烈。其余的埃及舰船被赶进他们的港口，在港内，它们在防波堤和城墙上的弓箭手的掩护下躲藏了起来。

为了使敌人将来丧失海军，恺撒决心让自己成为整个法罗斯岛、连接该岛与大陆的赫普塔斯塔蒂姆防波堤的主人。他已经掌握了灯塔。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了在城里的工作，认为自己能够在那里站稳脚跟了，防波堤和岛屿也是如此。他派10个大队登船，还有一支精选的轻装部队和特别适合这项工作的高卢骑兵去攻打岛屿的南侧，舰队中的几艘船只袭击了岛北侧，他承诺给予先登者重赏。大部分舰船不得不用于监控亚历山大舰队，并将其封锁在西港内。法罗斯村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沿岸的房屋顶上有投石手和弓箭手，军团士卒们难以登陆。海岸岩石嶙峋，每块石头和入口都有船只和人手把守，同时有5艘战舰在巡视海岸。在岛屿的海港一侧，他们也成功抵挡住了登陆部队，但恺撒最终还是取得了立足点，法罗斯人被赶进了城。尽管城墙坚固，两侧还有不少塔楼，恺撒军团的士卒们没有云梯或柴捆，市民们还是惊慌失措，放弃了城市，伤亡也不小，600人被俘。恺撒纵兵洗劫，随后将其夷为平地。

岛上靠近防波堤的地方有座堡垒，恺撒占领了它并驻军留守。位于防波堤南端的大陆上的堡垒还在亚历山大人手里。它比位于防波堤另一端的堡垒更加坚固，坐落在城区外一大片开阔地上。恺撒认为必须要控制它，因为只要掌控防波堤的两端，他就能控制东、西两港。次日，他向它发动了进攻。起初，他用猛烈的远程火力将守军赶往城内，他派3个大队登陆占领防波堤和堡垒，其余的兵力留在船上等待时机。防波堤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更大的部队施展拳脚。防波堤在靠近两端的地方，各有一座建在拱顶上的桥，船只可以从桥下穿过，往返于两个港口之间，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人就能让大港永无宁日。恺撒在南侧拱桥下面构筑了工事，继而派人将拱洞填死，以便切断两个港口之间的往来交通。

在开展塞桥工作时，亚历山大人跑出来在桥头对面的空地上发动袭击，攻击施工队和驻扎在桥头堡上保护他们的罗马军队。与此同时，他们派出西港内的船只沿着防波堤打击堤上的罗马人，还试图点燃堤另一侧的舰队。恺撒军控制着防波堤和拱桥，亚历山大人就从面向桥头堡和船只的开阔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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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波堤上的战斗




正当恺撒的工作进展逐渐令他获益时，另一些从罗马战舰登上防波堤的桨手和舰载步兵违反命令，自行其是。起初，这支分队有效帮助了工程进展，因为他们赶走了敌人的船只，但是过了一会儿，一些有胆量的亚历山大人从侧翼乘坐小艇登上防波堤，占据了一个立足点，这队无人指挥的罗马人心急火燎地逃到船上。看到侧翼获胜，更多亚历山大人登上防波堤，从后方打击在拱桥上工作的恺撒的三个大队。战舰上的士兵们眼看亚历山大人在防波堤上高歌猛进，担心对方会登舰，便撤走了岸上的舷梯，离开了堤岸。桥上的三个大队因后方出现的骚动而惊慌失措，亚历山大人迅速加以利用，奋勇前进，打得恺撒的部下溃不成军。

现在，恺撒及其小部队腹背受敌，尽管恺撒本人就在军中，古老的恐慌情绪还是滋生蔓延了。眼看舰船远离堤岸，这三个大队担心自己被战友抛弃不管就开始后撤。撤退很快就变成了逃窜，每个人都试图上船。有些人奔向还停靠在防波堤岸上的战舰，蜂拥而入，人数多得令船只沉没；有些人趴在盾牌上，游向系泊的舰船；有些人抛弃了武器，游向远处的舰队。恺撒使尽浑身解数控制溃兵，但是他们的士气像在迪拉基乌姆一样低落。他无法压制恐慌情绪，眼前又是一场四散奔逃。回到自己的战舰后，他发现船上挤满了人，简直无法离开堤岸，后来该船开始满载着乘客下沉。恺撒本人被迫跳下船，为了活命游向港内的另一艘船。据说就在此时，他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高举一份手稿，唯恐弄丢了。登上另一艘战舰之后，他派出小艇去营救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人。许多人在防波堤上被剁成肉泥，更多人溺水而亡，总共损失了400名军团士卒，是法萨卢大捷中阵亡人数的2倍，丧生的水手更多。在古代，无论在小规模战斗还是激烈的会战中，战败方的命运往往如此。此战的胜利使亚历山大人重新夺回并从此占据了防波堤南端的堡垒，他们利用器械和工事将堡垒修得固若金汤，让恺撒无法再攻取。随后，他们重新疏通了桥下通道，打通了通往东港的航道。

罗马士兵们似乎对这场并不丧气的失败感到羞愧，而非沮丧，他们急于洗刷自己的耻辱，一心要与亚历山大人打一仗，只要遇上亚历山大人冲出来突围，有机会交手的话就截断他们的退路，恺撒不得不制止他们，而非鼓励他们。这种能从失败的沮丧情绪中迅速恢复斗志的品质，让恺撒的军团将士们总是出类拔萃。他们在迪拉基乌姆战役前就清楚展示了这种品质。他们早已具备了恺撒身上百折不挠的精神。

在部队受挫之后恢复斗志的特殊韧性方面，没有谁能与美国志愿兵媲美。我们的所有内战老兵都会记得被敌人逐出阵地或遭到打击，在一片近乎致命的混乱之中到达隐蔽所之后，战线会自动恢复，几分钟内就会准备妥当，以比被击退前更饱满的精神重新冲锋或者收复阵地。与其说这是军官们的努力，不如说出自士兵们的天性，恺撒的军团士兵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略低而已。他们的士气的确受挫了，但很快就恢复如初。

看到失利也不能削弱敌人，胜利也不能令敌人懈怠，亚历山大人向恺撒派出一名密使，请求恺撒将年幼的国王还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由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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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暴虐的伽尼墨德斯掌权的政府，还承诺如果他们迎回托勒密，就会很快与恺撒媾和。他们郑重承诺会恪守诺言。

对于密使许下的诺言，恺撒没什么信心，但是他认为，如果将国王还给亚历山大人，他们还要继续战争，届时领导他们的国王大概不如现在的伽尼墨德斯难缠。他知道不扣留托勒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此外，他完全拥护克利奥帕特拉的事业，小国王脱离自己掌控的话，当他使埃及人恢复理智——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做到——的时候，他可以更方便地让她掌权。许多人认为恺撒在谈判中胃口太大，但是他可能早已洞若观火，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给了托勒密自由，小国王热泪盈眶，发誓要感恩戴德、和睦相处，可当他一回到他的百姓之中，他就比任何一位亚历山大人的首领更加恶毒。亚历山大人的胆色没有因国王获释而增加，罗马人的斗志也没有减弱，因此释放国王与随后发生的事件没有关联。

大约在这时，亚历山大人听到确切的风声，一支援军正在从陆上赶来帮助恺撒，又有虚构的传闻说，一支满载部队、补给的船队正在赶来支援恺撒的海路上。他们采取措施去拦截后者，命令舰队起航，巡视尼罗河的卡诺普斯支流（Canopic）外侧的海面，他们认为那里是监控罗马舰队动向的最佳地点。听说敌人出征，恺撒派遣提比略·尼禄（Tiberius 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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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他的舰队去袭击埃及舰队。幼发拉诺尔也在随舰队出征的罗得岛战舰上，他在上一场海战中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命运无情，在两军相互靠近的过程中，幼发拉诺尔以其过人的骁勇一舰当先，由于某种不明原因，他没有得到舰队其他成员的有效帮助。他被亚历山大人的舰船团团围住，最终与自己的战舰葬身大海。他的行动对战争没有产生特别影响。

由于自己的莽撞大意，恺撒被迫进行了这场违反其意愿的不幸的埃及战争四个月后，别迦摩国王米特拉达梯在公元前47年1月率领增援罗马人的部队，从叙利亚越过沙漠抵达埃及。此君的名字来自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他也自称后者的儿子，他在罗马内战中诚挚地支持恺撒的事业，并得到了这位罗马执政官的信任。他在叙利亚和奇里乞亚组建了军队，其中有一支由安提帕特（Antip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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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的犹太人部队。米特拉达梯以进攻和占领守军不多的佩卢西翁开启了他的埃及战役，留下驻军之后，他沿着尼罗河的佩卢西翁支流（Pelusian Branch）上行，抵达了孟菲斯（Memphis），此地是他前往亚历山大途中能用于渡过尼罗河的最近点。他抚慰沿途各地，“利用通常都属于胜利者的声威”，赢得了他们对恺撒的效忠。很快他就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一听说大敌当前，国王托勒密就从亚历山大派出一支人马，其中部分乘船沿河而来，部分溯左岸而上，迎击米特拉达梯，后者的到来有让实力的天平倒向恺撒一边的危险。这支人马渡过尼罗河来到右岸，向正在营中的米特拉达梯猛扑过来。米特拉达梯的营盘是按照罗马人的式样建造的，在孟菲斯下游约45千米处。击退来犯之敌之后，米特拉达梯出营反击，打得对手大败。要不是埃及人熟悉周围情况，还拥有船只，恐怕将片甲无归。战后，米特拉达梯向恺撒禀告了发生的事情。此时大约是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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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战役（周边地区）




得到此役的战报之后，恺撒和托勒密都出发了，恺撒去接应，托勒密去歼灭新来者。与此同时，米特拉达梯向三角洲上游进发，渡过了尼罗河。国王派他的舰队和大部分陆军逆流而上。恺撒不可能走同一条路。在亚历山大的工事里留下适量守军之后，舰队护送他沿着海岸西行，在海岸上的合适地点弃舟登岸，绕道马瑞奥提斯湖南岸，穿过沙漠迂回前进，在出发的四天后赶在国王发动进攻，或者在国王确知恺撒的动向之前与米特拉达梯会师。至于他此时手中有多少军队，我们一无所知。

托勒密在一座山冈上安营扎寨，山冈的一侧是尼罗河，另一侧是一片泥沼，第三侧是一条陡峭的路径。在今天的阿尔卡姆（Alcam）附近，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营盘与恺撒正在行军的道路之间是“一条注入尼罗河的小河，两岸非常高峻”，这条河可能是尼罗河流域不断泛滥的众多分支之一。托勒密派遣他的骑兵和若干精锐轻装步兵到距离其营盘10千米处的这条河的河岸上，阻止恺撒渡河，并从对岸骚扰他。“在河流的两岸发生了远距离的，而且是不见是非的战斗，因为这地方既不允许勇敢的人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胆怯的人也用不着冒着危险。”恺撒发现，在这支敌军面前渡河是一件令人恼火的工作，他迅速派遣一些日耳曼骑兵溯河而上，想办法游到彼岸，从后方打击敌人。与此同时，军团士卒们砍伐了一些能横跨河道的树木，利用它们强行过河。敌军骑兵抱头鼠窜，被追上后几乎被斩尽杀绝，轻装部队则被砍杀殆尽。

恺撒紧随其后，鉴于敌军似乎士气低落，不会坚决保卫营盘，所以他最初想攻打敌营，但是当他抵达时，发现它深沟高垒，十分坚固，而且守军戒备森严，因此暂时决定不冒险采取行动。他安营扎寨。附近有个村庄和堡垒，通过一线工事与托勒密的营盘相连。次日，恺撒在这里炫耀军威，并强攻进村庄。由于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亚历山大人的军营陷入混乱，恺撒下令对其发动全面进攻。前往营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在平原前面；另一条较窄，面对着尼罗河。前一条路由大军驻守，因为在这里发动进攻在敌人的意料之中，后者会暴露在山冈和河中船只上的矢石打击之下，而且亚历山大人确实在船上部署了大量弓箭手和投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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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战役




尽管罗马军队斗志昂扬，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恺撒注意到敌营南侧崎岖难行，故而敌军防御薄弱，“那些守卫者都已经兴致勃勃地赶到正在战斗的那些地方去，有的是去参加战斗，有的是去看热闹，”恺撒命令才干出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卡孚勒努斯（Carfulenus）率领一队精选壮士，从此处攀岩而上，从这个地方发动的进攻很容易令守军措手不及。他们付出了最大努力，终于登上了山顶，还是在敌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到的。

他们从亚历山大营寨的侧后发动的奇袭制造了一种恐慌，令在正面发动进攻的军团士卒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敌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他们越过寨墙冲向河边，想在那里逃到船上，壕沟被落入其中和被踩踏致死的人填平。溃兵们在跑到河边之前遭到可怕的杀戮，在试图逃上船的过程中，更多人溺水而亡。死难者中就有国王托勒密十三世，他的船挤满了失魂落魄的溃兵，超载沉没了。

战斗一结束，恺撒就率领他的骑兵走陆路直奔亚历山大。城中的守军和市民听到国王战败的消息，打开了他们占领的那部分城市的大门，卑躬屈膝地请求饶恕。按照已故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遗愿，恺撒将其小儿子与克利奥帕特拉推上王位，驱逐了阿尔西诺。根据许多古代作家的说法，恺撒在克利奥帕特拉的甜言蜜语的蛊惑下，在城里多待了两个月才率领第6军团乘船前往叙利亚。由于两位年轻的君主不受埃及人民欢迎，恺撒将两个曾跟着他的军团，加上来自叙利亚的一个军团留在埃及，在卢菲奥（Rufio）的指挥下，协助维持埃及新政府。

围绕亚历山大城的战争持续了6个月。在前5个月内，恺撒被迫采取守势。由于他在海上采取的行动，他的作战方式转变为攻守兼备。到了第6个月，援军一到，他就发动进攻，以尼罗河战役结束了战争。他动身前往埃及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卷入一场战乱，但是从一开始，他就预见到自己手下兵微将寡，可能会遭到围困直到援军到来。他制定了相应计划，首先是自保，然后才发动反攻阻止亚历山大人的进攻。他一直是交战双方的动力源泉。

由于恺撒的疏忽大意，在埃及耗费了6个月的光阴，大概由于迷恋克利奥帕特拉，又多待了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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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此举是出于我们不知详情的政治需要，这毕竟给了庞培党人喘息的机会，也给了他们在非洲落地生根的机会。于是有必要再发动两场战役剿灭他们，一场在非洲、一场在西班牙。如果在法萨卢战役之后，恺撒立即转头剿灭庞培的党羽；抑或像他无论如何都该做的那样，率领四五个军团前往亚历山大；再或者采取权宜之计，暂时将埃及的统治权问题搁置一边，转而处理眼前的更重要的问题，那么他就会避免许多未来的麻烦。

他随身率领的兵力太少，不足以挽回他莽撞冒进引发的恶果。纯粹凭借好运气，他就占领了卫城、武库和法罗斯岛上的灯塔，使自己免于全军覆灭。他抵达那一个月后，埃及军队才从佩卢西翁姗姗来迟。不久之后，他自己的第一批援兵也赶到了。拿破仑说：“这场战役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考虑到历时两个月的毫无价值的拉锯战，在这场漫长和毫无价值的战役结束后，其他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若非恺撒的绝好运道，埃及很可能会埋葬他的一世英名。




[1]
 译注：法西斯（fasces），意译为“斧棒”“束棒”，是从王政时代传下来的仪仗。拥有它的官吏持有军政大权，可以对公民随意生杀予夺。埃及这时是个独立的王国，不是罗马的行省，恺撒的校尉高擎法西斯，自然会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慨。由于法西斯与权力，尤其是独裁统治有关，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独裁统治的代名词。



[2]
 译注：埃及历代王室都盛行族内婚，国王往往娶姐妹为王后，保证王位不外流。托勒密家族是希腊化的马其顿人，但是入主埃及之后入乡随俗，也施行族内婚，以国王、王后的身份联合治国的制度。



[3]
 译注：尽管恺撒实际上是独裁者，却也是这一年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代表。



[4]
 译注：公元前58年，罗马人占据了埃及的藩属国塞浦路斯，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无动于衷，因此激怒了饱受罗马人压榨凌辱的埃及人民，托勒密十二世被百姓推翻，流亡罗马。为了复辟，托勒密向庞培、恺撒等人大肆行贿。公元前55年，在庞培等人的支持下，罗马军队护送托勒密回国复辟，并在亚历山大城留下一支罗马军队保护他。这支罗马的埃及驻屯军总体上亲庞培，在内战中为恺撒制造了不少麻烦。



[5]
 译注：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由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托勒密一世建造，公元前290年竣工。



[6]
 译注：肘，以君主的胳膊肘到伸直的中指距离为准，具体长度因时因地不同，通常在45厘米左右。



[7]
 译注：原文为800尺，按洛布英文版《内战记》改为900尺。



[8]
 译注：佩特拉（Petra）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位于今天约旦王国境内，佩特拉周边地区就叫佩特拉·阿拉伯。奈伯特是当地的一支阿拉伯人，以佩特拉为首都建立了奈伯特王国。10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吞并了奈伯特王国。



[9]
 译注：也有著作译作“吕家”。



[10]
 译注：指小公主阿尔西诺。



[11]
 译注：提比略·尼禄（公元前85—前33年）是恺撒忠心耿耿的部下，此时正担任恺撒军中的财务官。恺撒死后，他成为安东尼的支持者，最后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宽恕，但是奥古斯都爱上了他的妻子莉维娅·土西拉（Livia Drusilla）。前39年，他与妻子离婚，莉维娅带着与提比略·尼禄生的小提比略·尼禄改嫁奥古斯都，小提比略做了奥古斯都的继子，改名为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14年，奥古斯都驾崩，小提比略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12]
 译注：他是以东人（Idumaean），原是庞培手下的将军。庞培败亡之后投靠了恺撒，成为犹太地（Judea）的主管官员，由此在犹太地创建了半独立的希律王朝，他的儿子大希律（Herod the Great）在某些著作中被称为希律王，以“残暴好杀”著称。



[13]
 译注：苏维托尼乌斯说恺撒陪着克利奥帕特拉，坐游艇上溯尼罗河至埃塞俄比亚边境。狄奥说他把埃及送给了克利奥帕特拉，还说他本来就是为了她才发动这次战争的。








第三十七章


我来，我见，我征服（公元前47年5月至6月）

法尔那西斯（Pharnaces）是伟大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儿子，他几年前曾起兵反对他的父亲，投靠庞培后被立为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国王。罗马内战爆发之后，法尔那西斯认为取得更大地盘的天赐良机来了，他开始威逼亚美尼亚和加帕多家。他的征战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当庞培在法萨卢兵败之时，他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胃口随之也更大、手伸得更长。恺撒在法萨卢大捷之后已经派多米提乌斯·卡维努斯从伊庇鲁斯启程前往亚洲，亚美尼亚兼加拉太四分领（tetr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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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主德奥塔鲁斯（Deiotarus）、加帕多家国王阿里奥巴扎涅斯（Ariobarzanes）都向他求助。

多米提乌斯已经将手下的3个军团中的2个调派给了恺撒，实力大为削弱，他便派遣一个使团去见法尔那西斯，命令法尔那西斯退出亚美尼亚和加帕多家，他也很清楚单凭命令无济于事，于是立即用武力增加使节的说服力。公元前48年10月底，他与第36军团和其他2个德奥塔鲁斯按照罗马人模式训练出来的军团在本都境内的科马那（Comana）会师，他派部百流·塞斯提乌斯（Publius Sestius）去财务官盖乌斯·普莱托里乌斯（Caius Plaetorius）那里索取其在本都招募的1个军团，又派奎因都斯·帕提西乌斯（Quintus Patisius）去奇里乞亚索取辅助部队。多米提乌斯只有200名骑兵。法尔那西斯让多米提乌斯的使节带回答复，说他已经撤出了加帕多家，但他声称亚美尼亚是自己的遗产，如果恺撒亲自到来，他会服从恺撒的决定。多米提乌斯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他知道法尔那西斯只是离开了加帕多家，以便将部队更好集中在更易于防守的亚美尼亚战场。他向国王带话，只有一切回归原状，他才会按兵不动，同时他立即向亚美尼亚进军。此时是公元前48年到前47年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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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亚细亚




多米提乌斯走的路线是沿着从科马那出发、与吕库斯河（Lycus）南岸平行的山脉，这道崎岖异常的山脉也是前托罗斯山（Anti-Taurus）的一道支脉。多米提乌斯选择这条路，是因为路上不大容易遭到突袭，也更容易从加帕多家得到给养。法尔那西斯不断用各种卑辞厚币安抚他，但多米提乌斯不为所动继续挺进，并在某个时间到达了小亚美尼亚境内的尼哥波立（Nicopolis）城西，随后在距离该城约10千米处安营扎寨。尼哥波立坐落在两侧都是群山的一片平原上。

罗马军营与尼哥波立之间有道险峻的峡谷。法尔那西斯将骑兵和最好的步兵布置在此地设伏，但把牛羊群放在罗马人的视野之内，如果多米提乌斯“是带着友好的态度进入那峡谷的，当他看到那些人和牲口在田野里来来去去走动，只当来的人是自己的朋友时，就不会怀疑到有埋伏；反之，如果他不是怀着友好的态度前来，而是来进入敌人的领土的，那些士兵为了抢夺战利品，一定会离开行列，到处乱窜，从而在散乱中被歼灭”。这是近乎汉尼拔风格的巧计。与此同时，他多次派使者去找多米提乌斯，消除对方的疑虑。多米提乌斯待在营盘里面，认为谈判会取得好处，法尔那西斯围猎他的巧计因而失算。几天之后，多米提乌斯向尼哥波立进军，在城市附近扎营。法尔那西斯在营盘面前展开他的军队，排开战阵，“在正面，布下一横列单行，它的两侧翼各有三列接应部队在后面加强它”，这是当时相当罕见的战斗阵型。随后没有发生战斗。

这时候，从亚历山大城传来谣言说恺撒陷入了困境，召回了多米提乌斯前去支援，命令他经叙利亚前往埃及。法尔那西斯从被俘的信使那里获得了消息，打算通过推迟战斗来为难对手，因为迁延下去不仅会危及多米提乌斯，也会危及恺撒。他在自己位于城市附近的阵地周围挖掘了两道1.2米深的壕沟，每天都在这两道壕沟之间将步兵摆成一条漫长的重步兵战线，由三支部队做预备队，骑兵放在壕沟外侧，以便他们发动冲锋。这是一个巧妙的防御方案，颇具匠心。

多米提乌斯关心恺撒的安危胜于关心自己，他认为，如果不能强迫法尔那西斯与自己会战，并且战而胜之，他就无法安然脱身，而且这同样是获得荣誉和安全的手段。于是，他在法尔那西斯的营地前摆开了战阵。他将第36军团放在右翼，本都部队放在左翼，德奥塔鲁斯所部以纵深队形放在中路。他的正面狭窄，两翼由骑兵和不属于某个军团的步兵大队掩护。战斗打响了，第36军团似乎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向敌人猛扑过去，全歼了法尔那西斯的骑兵，就像恺撒的第四线部队在法萨卢打垮庞培的骑兵一样，将敌人赶到城墙下，然后调转矛头，从后方打击敌人的步兵。位于左翼的本都军团没有这样的本事。它的第一线很快就被击溃了，第二线顶上前去提供支持，并迂回到敌人的侧翼，起初他们以为自己赢了，但最后被密集的标枪打垮了。德奥塔鲁斯的军团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法尔那西斯获胜的右翼随即向第36军团的侧翼卷击。这支被战友抛弃的部队毫不气馁，围成一个圆圈且战且退，尽管损失惨重，却成功从战场上撤到邻近的一个山坡上，法尔那西斯认为山坡的地形险固，不适合进行追击。罗马人有250名士兵和许多骑士阵亡。本都军团被分割包围，大部被歼灭，德奥塔鲁斯的大部分人马也是如此。克服了巨大困难之后，多米提乌斯撤退到了罗马统治的亚洲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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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哥波立战役




在这场会战中，顽强和薄弱的部队的差异显而易见。以为恺撒会在埃及全军覆没的法尔那西斯正在向本都进军，对当地罗马人和本都上流公民实施了最残酷的迫害，并以自己的名义重新确立了其父王国的古老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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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庞培在法萨卢的失败并没有令庞培党人（贵族派）土崩瓦解。恺撒还在亚历山大处理埃及问题的时候，罗马军队在以利哩古收到了一张要命的支票。奎因都斯·科尼菲基乌斯（Quintus Cornuficius）及其两个军团已经在这个地区牢牢站稳了脚跟，但是成群结队从法萨卢战场逃出的溃兵正威胁着要发动骚乱。恺撒派遣伽比尼乌斯率领刚刚组建的两个军团从意大利出发，与他会师。但是，伽比尼乌斯很不明智地发动了一场冬季战役，他在庞培手下的伊利里亚辅助部队发动的零星战斗的骚扰下痛苦不堪，他打了一场失败的会战，损失了2000名士兵和许多军官，好在他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萨洛纳（Salona）。在这里，他被庞培余党团团围住，同时庞培的部将屋大维征服了半个以利哩古。然而，当时驻扎在布隆狄西乌姆的瓦提尼乌斯以其充沛的精力挽回了颓势。这位军官不顾屋大维的舰队去搜罗船只，率领由伤愈老兵组成的小股部队渡海到了以利哩古，迫使屋大维解除了对厄皮达鲁斯（Epidaurus）的围攻。尽管兵力和舰船都不如对手，他还是在陶里斯岛（Isle of Tauris）附近令对手吃了海上败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举动，因为只有几艘匆忙武装起来的商船对付屋大维的战舰。海岸就这样被肃清了，屋大维率领几艘船只退往希腊，继而退往非洲，瓦提尼乌斯将这个省份交给科尼菲基乌斯，自己返回布隆狄西乌姆，他为恺撒保住了以利哩古。

如前文所述，恺撒已经从亚历山大乘船前往叙利亚。5月23日，他抵达安条克，除了解决形形色色的政治纷争和鼓励各藩属国效忠民主派——也就是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只是在必须停留时停下脚步，因为他不仅迫切需要在本都出现，罗马城的事务也需要他亲自来解决，他必须在返回首都之前解决本都问题。他留下塞克斯图斯·恺撒指挥驻叙利亚的各军团，率领从埃及带来的舰队航行到奇里乞亚。在大数（Tarsus），恺撒召集藩属国的君主们来迎候自己，处理了这个省份的必要事务之后，立即途经加帕多家的马扎卡（Mazaca）前往本都。他转向加帕多家的科马那，为当地的柏洛娜（Bellona）神庙指定了一位新祭司，饶恕了曾经受到蛊惑而投身庞培事业的德奥塔鲁斯，并对他恩宠有加。恺撒要求他率领所有骑兵和按照罗马模式训练的2个军团加入自己的军队，尽管这些人马在尼哥波立战役中没表现出多少勇气。这些残兵败将被纠合起来，再次集中在军旗之下，加上第6、36军团，形成了一支由4个军团组成的军队，其中的三分之二并不可靠。

在恺撒手中为数不多的士兵们中，只有第6军团身经百战，他们由于不断战斗的损耗而减少到了1000人。法尔那西斯仍然担心遭到可怕的报复，立即遣使称臣、苦苦哀求。恺撒准许了，条件是对方好好表现和归还侵吞的土地。但是，法尔那西斯预感恺撒必须马上动身去罗马，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军备，他不想恪守自己的任何承诺。恺撒深知他的背信弃义，决定立即惩罚他，尽管他那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小军队中只有来自第6军团的1000名可靠士兵可以作为中坚力量对抗法尔纳西斯的庞大军队。这与恺撒大胆的行事风范完全相符。当他有事情要做时，只要觉得手头有办法就能办得到，这正是伟大统帅的显著特征。当这位能干的领袖能很容易集中更多兵力时，他反而会谨慎小心起来。当他手中只能用有限的兵力完成必需的工作时，就凭借自己的足智多谋和精神力量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而不是等待远水来解近渴。但是，恺撒在投身这场战役时，战备居然如此单薄，实在是荒唐透顶。他没必要让兵力薄弱到如此程度，他应该受到批评。在他的生平经历之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准备不充分的习惯更奇特了。

[image: ]
◎ 以利哩古




法尔那西斯在泽拉城以北几千米的一个有利位置扎下营盘。此地正是他的父亲米特拉达梯歼灭卢库卢斯的部将特里阿里乌斯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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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拉位于科马那以西75千米处，是一座拥有坚固的天然和人工工事的城市，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片平原上，它的城墙建在天然高地上。6月11日，恺撒来了，在泽拉以南距离法尔那西斯7.5千米处安营扎寨，并派人侦察战场。他确定在法尔那西斯构筑工事的高地附近，有一座与之隔着一道陡峭溪涧的山冈非常适合防御。这个天然战术优势让他印象深刻，同时他也觉得，如果占据了它就会拥有比法尔那西斯更大的心理优势，因为对手的父亲米特拉达梯曾在战胜特里阿里乌斯的战役中占领了这座山，法尔那西斯却忽视了它，没有派兵占领。

恺撒一声不响地将一切准备妥当，迅速掘壕筑营，随后在夜间行军穿过泽拉平原，抵近对面的溪涧，占领了法尔那西斯忽略而恺撒想占领的那个高地。随营军奴迅速将建筑材料运送到新阵地上去，同时军团士卒们开始构筑工事。恺撒的想法可能是准备建筑一个坚固的营盘，与往常一样，他可以在那里制定计划，并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优势。法尔那西斯看到非战斗人员在运送建材，以为他们是军人，觉得这是向敌人发动突袭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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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拉战场




法尔那西斯因手头人多势众而信心十足，急于在恺撒完成工事之前发动进攻，他摆开四条战线，沿着山坡下山，继而登上恺撒在修工事的山冈，期望打垮对手，尽管对手的阵地十分坚固（6月12日）。他认为父亲的好运会助自己一臂之力，他也回想了自己的新近胜利，以及献祭牺牲过程中展现的好兆头。尽管如此，他的行动也是鲁莽轻率的。

起初，恺撒不相信这场进攻是有意而为，认为对手只是要做出姿态，阻挠工程进展而已，于是犯下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错误——只派他的第一战线出去迎敌。就在敌人的雷霆一击降临之际，罗马人几乎毫无准备，让他们遭到突袭的正是他们自己。

敌人的镰刀战车发动冲锋，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战车的前进遭到了标枪的猛烈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恺撒的新编部队对敌人的突袭感到惊慌失措，有失去控制的危险。法尔那西斯的步兵战线迅速迫近。士兵们高喊着战斗口号，以巨大的冲劲猛扑过去，仿佛胜券在握了。战局十分吃紧。右翼的第6军团像一堵石墙毫不动摇，敌人在它面前退却了。在中路，战车的冲锋立即突破了第一道战线，步兵紧随其后，猛烈的冲锋将罗马人置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要让左翼部队继续作战，并填补中路的缺口，恺撒必须保持镇定和发挥才智。经过长时间的顽强奋战，仅有千余人的第6军团的纪律战胜了一切困难，这些勇士在战位上坚忍不拔，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以身作则，用榜样力量令战线的其余部分重整旗鼓，恢复了斗志。尽管法尔那西斯的步兵大队精神抖擞，他依然无法稳住阵脚，终于被罗马人赶下山坡，惨遭屠戮。这个需要接受道歉的军团的坚韧不拔表明，少数优秀人士在行将发生的灾难面前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罗马军队将敌人追到营盘，虽然敌营的位置不错，但还是被占领了。法尔那西斯率领一小股骑兵逃之夭夭了。他全军覆没。恺撒洗劫了敌营，士兵们从中搜掠出了相当多的财物。国王彻底被打垮了，军队土崩瓦解。几个月后，法尔那西斯在与举兵反对其统治的妹夫阿桑德（Asander）的战斗中丧生。

就这样，在罕见的好运气的帮助下，恺撒结束了可能会引发混乱的局面，留下两个由凯利乌斯（Caelius）指挥的军团来镇守本都；派送第6军团去罗马，作为其杰出表现的奖励；解散了德奥塔鲁斯的部队，并在战后的次日就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前往罗马。他在路上停留了很长时间，这对于处置他所路过的几个藩属国的事务来说至关重要。在其他行政措施之中，他任命曾在埃及为他出色效劳的米特拉达梯为博斯普鲁斯和加拉太四分领领主，实际上给了他与法尔那西斯相同的尊贵地位。

正是在写给在罗马的朋友阿曼提乌斯（Amantius）的信中，恺撒提到了在本都战役中使用的“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Vidi，Vici）。他声称：“庞培真是幸福，战胜了这些敌人就被称为‘伟大的’。”

旅途中的恺撒总是急如星火。他有乘坐马车或轿子的习惯，在匆匆从意大利前往高卢并再返回时，有时会改为骑马或步行，日夜兼程，平均速度为每小时6千米，或者每天走150千米。也许他在其他地方也做过相同的事情。在东方，他依然可以走更多的路。毫无疑问，当时与今朝一样，轿夫都是优秀的旅人。他的路线是：6月20日，尼西亚（Nicea）；7月18日，雅典；7月30日，他林敦；8月2日，布隆狄西乌姆；8月11日，他就到了罗马，比预期的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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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拉战役




恺撒再次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已经是将近两年后。他该回来了。元老院是他的工具，他被任命为独裁官，安东尼是他的副手，因此他不在罗马期间依然完全掌控着局面。尽管安东尼在官场上是个称职的仆人，但却因在法律、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失礼行为而受到千夫所指，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在高卢和希腊打过仗的军团没有得到报酬。当然，他们相信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得到恺撒的慷慨奖赏，但是他们毫无疑问有理由抱怨。第2军团拒绝前往西西里岛，其他军团如法炮制。恺撒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返回的。他立即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

有一段时间，他的出现足以令局势恢复平静，但不久后就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驻扎在罗马附近的军团发生了叛乱，杀害了许多试图安抚他们的军官，还夺取了鹰帜并且向罗马进军。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他们，恺撒就无法继续掌权。他们确实就是恺撒的权力基础，也许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手段获得更丰厚的奖赏和更快的兑现。那些将恺撒推上名望和权力巅峰的老军团在某种意义上自认为是大地的主人。在恺撒一人的指挥下，他们都温顺驯服，枕戈待旦；在恺撒的部将们手下，他们就变得自以为是、专横跋扈。军官越来越畏惧他们，甚至针对军官们的暴力行为也司空见惯起来。坎帕尼亚的奢靡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比他们打过的所有战役都要大，更甚于李维所说的金迷纸醉的卡普亚（Capua）对汉尼拔手下老兵们的伤害。严重的危险迫在眉睫，星星之火就可能点燃这帮沾火就着的士兵的躯体，从而引发一场血雨腥风。

获悉他们到来，恺撒下令关闭城门，由安东尼手中的几个大队把守。当这帮军团士卒们被要求离开并在马尔斯（Mars）操场上集合时，他们被允许佩戴各自的短剑入内，但不许佩戴头盔、胸甲或盾牌。恺撒不顾朋友们的劝告，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走到乱兵面前，面对骚动的人群，严厉质问他们的头领想要得到什么。“我们遍体鳞伤，”他们高喊，“我们受够了常年在全世界颠沛流离，血洒疆场。我们请求卸甲归田。”“我给你们！”冷静思考后恺撒答道。然后他补充道，几周之后他还会发动新战役，他将与新建军团出征击败敌人，此外，当他率领新军团凯旋时，他们这些老军团，会在“他的凯旋式”上得到他承诺授予的一切，还有未曾承诺的意外赏赐。士兵们没想到居然会真的被解散，失去了参加恺撒的凯旋式的荣耀，而这是每个罗马士兵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同时也对伟大统帅的冷漠态度感到敬畏。恺撒准备离去的时候，副将们央求他再对那些曾与他同甘共苦的老兵们说几句好话。恺撒再次转向他们，平静地称他们为“老百姓！”，而非像往常那样称之为“同志！”他们喊道：“我们不是老百姓，”打断了恺撒的发言，“我们是士兵！”他们对率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杰出统帅怀有的古老献身精神喷薄而出，对他们而言“老百姓”是尖酸刻薄的称呼，这立即改变了他们的心理，他们首先是士兵，早已丧失了作为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的一切骄傲。恺撒区区一个字眼就征服了连刀兵都不能征服的他们，恺撒的冷漠就是对他们的惩罚。他们不能容忍恺撒与其他部队作战。他们蜂拥而上围住他，乞求宽恕，要他允许他们继续服役，无论他去那里，他们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据说，恺撒饶恕了除了第10军团的所有人。第10军团是他的老宠儿，他不能纵容他们的哗变。元凶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得到宽恕，他还威胁要解散第10军团。但是，后来第10军团跟随他去了非洲，在那里像从前一样效力。几天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不再是高卢战争期间的那个第10军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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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旋式用的战车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平定这场哗变的叙述，不如阿里安关于亚历山大平定马其顿人兵变的故事那样令人侧目，后者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更大。由于两场兵变的说辞都是对事实的美化，所以很难用它们来衡量两位统帅本人。每个事例都各具特色。对于一个仅凭睥睨一顾和钢铁意志就能出现在千军万马面前，并控制住他们的人而言，此人肯定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1]
 译注：“四分领”一词最初产生在希腊的色萨利，指在它统一以前的四个分立的政治单位，在色萨利统一后，它们又各自成为国家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后来在希腊化东方的许多地方都有了这种四分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有许多小君主把他们自己的领地称为四分领，虽然并不总是四个。许多地位较低，够不上国王称号的地方统治者自称为四分领领主。



[2]
 译注：法尔那西斯的家族本来拥有本都王国，但其父米特拉达梯败在罗马名将卢库卢斯之手，丧失了本都，法尔那西斯站在罗马人一方反对其父，战后被罗马人封为博斯普鲁斯国王，却没能继承祖先的本都领地。



[3]
 译注：盖乌斯·特里阿里乌斯，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时罗马统帅卢库卢斯手下的副将，在公元前67年的泽拉战役中，他想抢在卢库卢斯之前击败米特拉达梯，结果大败，损失7000名士兵、150名百人队长和24名军团指挥官。








第三十八章


鲁斯皮那（公元前47年10月至11月）

当时，罗马人了解的非洲大陆北部被划分为毛里塔尼亚（今摩洛哥）、努米底亚（今阿尔及利亚）、盖图利亚（Gaetulia）
[1]

 和所谓阿非利加（Africa）
[2]

 。有时利比亚（Libya）用于泛指整个阿非利加、埃及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现在，“阿非利加”是一个罗马行省，由驻乌提卡（Utica）的一位行政官管辖。庞培的党徒控制了这片土地。努米底亚君主尤巴国王投身于庞培党的事业，在庞培党决策层拥有很大发言权。

庞培已死，他的党徒们也必须维护他所代表的权利。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都要同心协力反对恺撒。这个党派的头领们已经纷纷逃往阿非利加，现在他们是一个由贵族而非庞培党徒组成的联盟。他们曾经失去的力量在狂热的气氛中复原了。他们不可能与恺撒妥协。在法萨卢战役后，梅特卢斯·西庇阿搜罗庞培的残兵败将们，将他们运往阿非利加，而加图、拉频弩斯、格涅乌斯·庞培、塞克斯图斯·庞培、阿弗拉尼乌斯、佩特雷尤斯、屋大维等人也纷纷在那里入伙。经历了极度的贫乏困顿之后，这帮庞培党人来到勒普提斯（Leptis）息冬。加图当上了行政官，驻节于乌提卡。他不明智地谢绝了总司令的职务，对恺撒而言却是幸运的，尽管加图不是军人，却是一位有着非凡力量的人。西庇阿当上了总司令。选举产生了一个“三百人”的元老院。尤巴自行其是，但提供了友好的援助。这个贵族联盟立即引起了恺撒的注意，于是他登陆了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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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非




正如恺撒所了解的那样，庞培军编为一支庞大的骑兵；尤巴手下按照罗马模式训练、武装4个军团，以及一支人数众多的轻装部队；西庇阿指挥10个军团，其中8个军团由难民和应征士兵组成；120头战象；由屋大维、瓦鲁斯和那西狄乌斯指挥的有55艘战舰的庞大舰队控制着阿非利加和西西里海岸。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上，这支军队都能造成巨大破坏。到目前为止，恺撒几乎没有意识到危险与日俱增，以至于他在罗马城的敌人都担心西庇阿会入侵意大利。如果西庇阿有祖先的本事，如果他的对手不是恺撒，那么这一切都可能实现。恺撒还在亚历山大和小亚细亚的时候，这些组织良好的军队为什么没能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取得成就呢？登陆西西里和控制其周边海域，实际上可以令恺撒渡海前往阿非利加的企图化为泡影。

不过，大胆不是西庇阿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仅仅满足于控制阿非利加行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计划在他的城市搜集一切可以弄到手的粮食，令恺撒无法供养其军队，同时加强所有沿海城市的防御工事。然而，他无力执行计划。许多城镇明显倾向恺撒，而西庇阿的措施既缺乏魄力，也缺少成效。

西庇阿及其主力部队驻扎在乌提卡附近，保护他的仓库。阿弗拉尼乌斯、佩特雷尤斯和其他庞培的老将军们驻扎在海岸附近，保持在随时能集中起来的距离内。骑兵在几十千米范围内侦察敌情。一部分舰队在阿非利加，一部分在西西里海岸巡航。显然，这些预防措施实施得不错，但是舰队和骑兵都没有警惕恺撒的进攻。他们不是缺少人马，而是纪律涣散、指挥无方。他们没有来自司令部的推动力，而只有这种压力才能令下属继续工作。

离开罗马之前，恺撒划分了行省的管辖权。阿利努斯（Allienus）负责西西里，苏尔皮基乌斯负责亚该亚，塞克斯图斯·恺撒和德基穆斯·布鲁图斯负责叙利亚和山北高卢，马可·布鲁图斯管理山南高卢。集中所有运输工具之后，他可以动手了。大约在公元前47年10月底，恺撒与其军队在吕拜乌姆（Lilybaeum）会合。当时，他在这个港口只有1个新兵军团和600名骑兵。他还期待会有4个军团从西班牙来到阿非利加与西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古德携手参战。海上起了逆风，但是他极其渴望前往阿非利加，于是将所有人马都留在船上，随时准备起航，他自己在海边搭起的帐篷里注视着一切。经过几天心急火燎的等待，他的兵员和船只相继到达港口。很快他就集中了6个军团和2000名骑兵，其中只有第5军团是老兵军团。他留下行政官阿利乌斯看家，严令各地立即派出更多军队，并在阿波尼亚那岛（Aponiana）集中了他的舰船之后，于10月30日起航前往墨丘利角（promontory of Mercury）
[3]

 。他知道西庇阿正在乌提卡，所以打算在距西庇阿南方较远的地方登陆。士兵们轻装登船，没带奴仆和扎营设备，骑兵乘坐运输船。

当时与今天一样，这个季节风向不定的海风将他的舰队吹散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明确命令船长们在何处集中，这是一个应该受到批评的疏失。《战记》系列中的《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说恺撒不清楚敌军的位置，所以没有指定集结点：


有些人责怪恺撒疏忽，没事先向舱手和船长说明船只该航行到什么地方去，也没像过去一向习惯的那样，先发给他们一道签封好的指示，让他们到一定的时间拆阅，以便大家向一个地方集中，但这绝不是恺撒没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估计到在阿非利加土地上，可能没有一个海港没有敌人的守军，能让他的舰队保证安全地在那边靠岸，因而他只能等候运气偶然带给他的登陆机会。


这是站不住脚的托词，恺撒本人绝不会这样做。或许他无法明确指定一个集结点，但他知道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在何处，因此，他知道应该避开哪些港口，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下达指示，至少比没有指示强。至于他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地中海上经过4天的颠簸，眼前出现了一片陆地，他与几艘战舰会合，继而向南沿着海岸航行，途经克卢佩亚（Clupea）时他看到了庞培的骑兵和大约3000名摩尔人在侦巡海岸，又向南路过涅波利斯（Neapolis），11月3日，在哈德鲁墨图姆（Hadrumetum）
[4]

 附近抛锚。哈德鲁墨图姆是庞培党的据点，驻扎着2个军团和700名骑兵，守将是盖乌斯·孔西第乌斯（Caius Considius）。侦察了海岸之后，他没有发现敌军，尽管身边只有大约3000人和150名骑兵，其余的人马都被海风吹得不知去向，他还是决定弃舟登陆。

正是在这里，恺撒跃上海岸却意外跌倒，为了避免这个不祥之兆影响全军士气，他高喊：“阿非利加，我已经抱你入怀了。”他就在登陆的地方安营扎寨。随后他亲自勘察哈德鲁墨图姆，市民立即上墙准备防御。为了防止扰民，他禁止手下抢劫百姓。他的副将路求·普兰库斯（Lucius Plancus）试图用信函与孔西第乌斯谈判，但是他的提议被顽固的庞培党人拒绝了：

[image: ]
◎ 阿非利加战场





恺撒其余的部队还没能赶来增援他，他也没有充足的骑兵和足以用来进攻这座市镇的兵力，他所有的都是新兵，而且他极不愿意刚刚一到就让自己的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再则，这座城市的防卫工事非常坚固，它的地势又很高峻，使人很难上去攻打它，同时还有消息传来说，正有大批骑兵援军赶来帮助城里的人。由此看来，为了攻城而在这里多事耽搁，似乎不是上策，很有可能正当在一心攻城时，背后被敌人的骑兵包围起来，弄得非常狼狈。


在城下停留了一天一夜之后，恺撒沿着海岸退兵前往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去集中他那分散的舰队，也许他想着可能会找到一个已经效忠于他，或者会被说服加入他的事业的城市。

事实上，他的处境比在亚历山大更加险恶。孔西第乌斯的军团有一万多人，他的兵力很快就会因格涅乌斯·皮索率领3000名骑兵的到来而有所增强。幸运的是，敌人没有进攻恺撒，而是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他首次登陆就遇到了如此消极的对手，甚至在亚历山大他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恺撒撤走的时候，孔西第乌斯从城里出来发动了突袭，占领了他留下的营寨，继而在前来领军饷的尤巴的骑兵的掩护下，紧追恺撒不舍。恺撒停下了脚步，将他的小股骑兵派出去，猛烈打击摩尔人，将敌人赶回城里。“接着便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不到30名高卢骑兵，却把2000名摩尔人骑兵杀退，使他们逃进城里。”确实不可思议！将几个大队的步兵与骑兵混编来充当后卫之后，恺撒退入鲁斯皮那（Ruspina）
[5]

 ，并安营扎寨。这是一个坐落在海岬之上，位置优良、繁荣兴旺的城镇。此时是11月5日。

次日，恺撒应勒普提斯居民的邀请迁往该城。“这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法律管理的自由城市”，向恺撒敞开了大门，但是由于它坐落在一片沿海平原上，不是一个适合防御的地方。恺撒抽出人马作为警戒部队保护该城，并在它与海岸之间扎下营盘。他让骑兵留在运输船上，以防他们东游西荡和劫掠他希望争取的当地百姓，此事说明骑兵军纪败坏，只能用这种办法控制他们。许多城镇派人为他提供给养，并向他保证他们的忠诚。恺撒侥幸躲过了最严重的危险。不久之后，一部分舰队遇到了一点意外，据报告，舰队的其他部分以为恺撒在乌提卡附近，所以此时大概正在前往乌提卡的路上。自从迦太基被夷为平地以来，乌提卡就是阿非利加首要沿海城市。当罗马军队从西西里过来入侵阿非利加时，乌提卡就是罗马军团常用的登陆地点。恺撒没有为他的船只安排会合地点，令他们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这些摩尔骑兵似乎还在逼近，他们有一次伏击了一支为恺撒的船只汲水的队伍。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别的武装冲突。

恺撒被迫留在海岸附近收拢分散的船只，此举大大妨碍了他在内地搜集粮秣，使他有断粮的危险。但是，他一直在积极行动。他派出10艘船只去搜索迷航的舰队。他派人到撒丁岛和其他地方去搜罗人手、粮食和物资，严格执行他的征用令。他将来程乘坐的船只清空之后，又派它们返回西西里岛运载部队。他向部下下达严令，绝不许离开营寨，并派遣一支海军去占领克尔基那岛（Cercina）上物资充盈的仓库。他进行了侦察，从当地人和逃兵口中了解到了西庇阿军队的状况。

11月7日，恺撒发现勒普提斯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用，于是留下萨塞那（Saserna）指挥的6个大队镇守此地，自己率领大约9000人返回“前天离开那边”的鲁斯皮那。他采取措施，让这个地方成为粮食仓库，他在这里动用士兵和居民与他们的车辆和驮畜筹集了大量给养。他急于准备充足的给养，以供舰队所需。鲁斯皮那更符合他的需要。它距离西西里更近，位于突出海岸深入大海的海岬上，拥有能看很远的良好视野。与今天一样，锚地在南侧，保护船只免受最可怕的北风和西风之苦。

恺撒逐渐意识到他的船只无法到达而引发的麻烦。他决定将大部分人马留在鲁斯皮那和勒普提斯驻防，自己去搜索迷航的船只，如果找不到，他就乘船前往西西里带来更多的军团。在同一天（11月7日），他的舰队还没返回的时候，恺撒率领他挑选出的7个大队登上了10艘战舰准备起程，这几个大队曾经在苏尔皮基乌斯（Sulpicius）和瓦提尼乌斯的指挥下，在海上行动中有过出色表现。他完全清楚自己身处的险境，他对军队只字未提他的目的地，因此部下对于这次出航坐立不安。因为：


他们看到他带到阿非利加来登陆的军队人数如此之少，又都是新兵，并且还没有全部都登陆，对抗的却是一个人数众多、奸诈百出的民族，光只骑兵就不计其数，在目前的困境中，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以使自己得到安慰的东西，盘算起来，也不见有什么得救的希望。要说有，那就是统帅面容上的表情、充沛的精力和不同寻常的欢欣，因为他暴露出一副神采奕奕、一往无前的神情。正是在他身上，人们找到了安慰，他们都希望依靠他的知识、技术和智谋，能够使样样事情化险为夷。


次日清晨，就在恺撒要出航的节骨眼上，舰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眼前。此事很好地体现了恺撒一生都要感谢的好运气。别人身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部队下了船，在紧挨着鲁斯皮那的城西海岸上扎下营寨。现在，他手握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处境大为改善，但还远远谈不上满意。他不再处于严峻的险境之中，但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统治者的他由于自己的过失，兵力远远低于他的对手，这大概是不可原谅的。恺撒知道，西庇阿正在将近150千米外的乌提卡。

这里的海岸平坦开阔，从后面的海滩向前，照例有一排十几米高的山冈，山冈后面是一片起伏稍大的平坦原野。这片平原的起伏并不比草原的平均起伏大。鲁斯皮那比海岸上的多数地方高一些。11月8日，营盘刚刚竣工，恺撒就率领30个大队、150名弓箭手和400名骑兵，在上午9时轻装出发，发动了一场以筹粮为目的的远征，进入这片原野。他不能出动小股人马，以免被敌人分割歼灭。从鲁斯皮那向南有一排沿海山丘，这些山丘的西面是一片平原，曾经是一片海湾的海床，它今天的样子与恺撒所描述的并无二致。沿着它很容易就走到一个肥沃的地段，他选择这片平原作为前进基地。在距离营地约4.5千米的地方尘头大起，预示着一支大军正在逼近。庞培军已经推进到他的近旁安营扎寨，在拉频弩斯、佩特雷尤斯、西庇阿和西庇阿的其他部将的指挥下，出营迎接他的到来。

恺撒的侦察兵和前锋骑兵直到此时才报告了敌情。侦察工作显然远远谈不上出色。对恺撒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西庇阿未能在两天前他刚刚登陆的时候集结人马抵达此地。西庇阿的军团占据了一大片地盘，需要时间来集中兵力。他从孔西第乌斯那里得知恺撒的到来，而且兵力短缺。他认为捕杀眼前的猎物轻而易举。他大概以为恺撒会在乌提卡附近登陆，因此仅仅监控着迦太基湾。

撤退为时已晚，也不是恺撒的行为方式。恺撒命令与大军一同出征的少量骑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前进，恺撒亲自策马侦察敌情，命令军团以战斗队形跟在后面。不久后，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应对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便命令将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带上战场的全部兵力可能只有1.2万人。庞培军在行进中采取了一些避免被敌人发现的预防措施，这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军令恺撒大吃一惊，按照《阿非利加战记》的说法，庞培军拥有1.05万名骑兵、4.4万名步兵和一大批混编了骑兵，摆开战阵的轻装部队。拉频弩斯担任指挥官，以其出众的能力主持了这次行军。尽管在法萨卢吃了败仗，拉频弩斯依然斗志昂扬，坚信他可以用人数优势打垮恺撒。他计划通过手下的努米底亚骑兵的祖传战斗方式，在恺撒的步兵周围发动散兵战，甚至不用战斗就让敌人筋疲力尽，如果他获胜了，战斗才是军团将士们必须去做的事情。拉频弩斯将恺撒困在了平原上，在这里他的任务简单明了。

恺撒召回了其余骑兵，总计1600骑。这里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平原，大约2.2千米宽，在恺撒的战线前方逐渐变宽。恺撒的左侧是鲁斯皮那的小山冈，右侧是古代海床的遗迹形成的沼泽地带。敌人的阵型纵深更大，多数骑兵放在两翼，努米底亚骑兵与轻装努米底亚步兵混编在一起，弓箭手居中。拉频弩斯打算动用骑兵而非步兵。他的战线比恺撒的长得多，两翼都超过了恺撒。恺撒原以为敌人的主战线上只有步兵在作战，但敌人巧妙地将骑兵和步兵混编在一起，从远处看就像一条步兵战线。为了获得更大空间，兵力较少的恺撒被迫将全军排成一线。为此，他将第二线的15个大队向前推，塞进第一线大队之间的空隙，或者拉开大队之间的缝隙，再或者命令士兵们排成松散阵型。他的战线由前出充当散兵的弓箭手负责掩护，两翼部署为数不多的骑兵。他们受命必须格外小心，不要冲得太远而令自己遭到敌军的包围。他的战线可能有1.5千米长。他的左翼和拉频弩斯的右翼都抵在鲁斯皮那的那串山冈下，但是这些山冈的海拔太低，几乎无法提供掩护。恺撒没有派人回大营召集剩余兵力参战的原因不得而知，这可能与他一贯的过度自信有关。他也可能认为大敌当前，最好是在营盘里驻扎一支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强大部队，以便退回营盘固守。无论如何，他决定与面前的强敌一决雌雄。

由于兵力有限，恺撒无法发动进攻，只能坐等敌人进攻。他知道自己必须更依靠战术和计谋，而非蛮力。不久后，庞培军开始向左、右两侧延展战线，包抄恺撒的侧翼和骑兵，恺撒的骑兵很快就稳不住阵脚了。与此同时，拉频弩斯的中路与步兵混编的骑兵采取了一种崭新的战术，骑兵们向前冲锋投掷标枪，一旦遭遇抵抗就在步兵的接应下，穿过步兵中间的缝隙撤下去。当恺撒军团的士卒们跨出战线去追赶敌军骑兵时，他们会遭到努米底亚步兵的侧翼包抄，许多人因而受伤，同时骑兵会轻松摆脱他们的标枪打击。这种战术与汉尼拔的努米底亚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经常用于迷惑和击败罗马军团的战术十分相似。拉频弩斯吹嘘这种战术的新奇之处，相信自己必定会制伏恺撒的军团。恺撒被迫禁止士卒们越过军旗的1.2米以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人是第一行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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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斯皮那战役（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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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斯皮那战役（第二阶段）




很快，拉频弩斯的军队就远远延展到了恺撒的两翼以外，骑兵蜂拥攻打步兵，甚至许多骑兵因拥挤而受了伤。这一机动一直持续到恺撒全军都被庞培的混编骑兵中队团团围住为止。恺撒的部队“被压缩得成为一个圆圈，大家好像是被圈在一重围栏里进行战斗似的”。他们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件事。尽管如此，战斗还没发展到肉搏的程度，因为这些行动只是伴随着小规模接触，而恺撒的部下渴望用剑来攻击敌人。这种攻击方式令他们身处极为不利的境地。

恺撒的处境岌岌可危。年轻的士兵们看起来士气低落，只能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毫无疑问，许多人联想到了库里奥所部遭到的屠杀。但是，他们却看到恺撒给予自己信心的神情。他无所不在、振奋人心、积极活跃、充满斗志。受到他和散布在队伍中的老兵的鼓舞，新兵们振作起来，像男人一样挺起了腰杆。

拉频弩斯跃马而出，对恺撒的部下冷嘲热讽，引人注目。他以为自己会在对手身上取得一场彻底和辉煌的胜利。在这番自吹自擂中，他几乎遭到第10军团的一名士兵的致命一击，士兵走上前来向他抛出一支标枪，刺伤了他的战马。拉频弩斯在攻击老长官时行动过于迟缓，他可能在等待突破恺撒军的战线，以便将胜利转变为屠杀。恺撒意识到，他必须采取什么办法将部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否则他很快就会葬身于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故。事实上，他还能控制新兵们多久才是最大问题。

恺撒足智多谋、灵光迭现。他采取的行动在《阿非利加战记》中得到了详尽的解释，但他采取的手段却有多种多样的解读。事实上，许多战术机动都被用于解释恺撒的行动。吕斯托和戈勒都做出了各自的深入解析，也许他们所做的解析过于钻牛角尖了。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假定是切实的：依靠这些新兵蛋子，恺撒不大可能采取非常困难的战术机动，只会做最简单的事情，这样才最可能在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奏效。

部队被敌人紧紧挤作一团，无法施展武器。恺撒知道他必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他很清楚自己身陷重围，但只要部队还能保持镇定，他就是更强有力的一方。他命令各大队背靠背排布，每个大队都背靠旁边的大队，于是形成了两条战线。据推测，侧翼部队像往常一样向左右两翼推进，以便给中央大队更大的间隔。在步兵和骑兵协同一致的猛烈冲锋之下，敌人的包围圈的两个最远点被撕开了口子。被砍成两段而形成的两股敌人现在无法协同作战，恺撒看出来，眼下轮到敌人不淡定了，而他的部下却因成功而欢欣鼓舞，逐渐缓过劲来。恺撒抓住适当的时机，命令两条战线以坚定的意志向敌人发起冲锋。结果证明他的命令是正确的。庞培军转过身去，四散奔逃。然后，恺撒面向原来他亲自指挥的战线正面，步伐坚定地向后退往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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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斯皮那战役（第3阶段）




这一机动令战局暂时平静下来，恺撒似乎可以脱身了。正在此时，马可·佩特雷尤斯和格涅乌斯·皮索率领着一支由大量步兵和1100名精锐骑兵组成的生力军出现了，敌军恢复了秩序。利用这段暂时的平静，恺撒已经开始以战斗队形向他的营盘撤退，队形有条不紊。新来乍到的敌军骑兵竭力阻挠恺撒撤退，骚扰他的战线，但是恺撒的部下具有了对他们的统帅和自己的作战能力的信心。在困境的压力下非但不紧张，反而迅速、愉快地服从了每一道命令，毫无畏惧之色。在恺撒的指挥下，他们突然向敌军猛扑过来，在这片平原中继续英勇战斗。拉频弩斯也采取了与之前相同的行动，不进行近距离搏杀，而是继续进行犀利的小规模进攻。尽管他口气很大，但行动上似乎小心翼翼，不让老上级碰到自己。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骚扰。

恺撒认为，如果他想将军队抓在手里，使他们能够撤进营寨，就必须倾尽全力。他的骑兵已经筋疲力尽。恺撒以只有真正的统帅才具备的活力，发出了进攻信号，全军停下来面向敌人，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以冲锋步伐猛扑拉频弩斯的战线，正在心不在焉追杀的敌军顿时惊溃四散。庞培军被敌人大胆的反攻打得惊惶失措，他们原以为敌人已经被击败了，正等着敌人土崩瓦解，现在轮到庞培军彻底崩溃了，他们损失惨重，退过平原西侧的那些山冈。恺撒军紧追不舍，占据了一个高地，在以战斗队形撤退之前一直牢牢占据着它。随后他们以良好的状态返回营盘。“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在挨了这一顿揍之后回到自己的驻地”，即他们的营盘。战斗从11时打到日落。

恺撒的战术机动被吕斯托考证成大致这个样子：


恺撒从三十个大队排成的一条战线中，将偶数战位的大队后撤，临时组成第二战线，因此他的战斗队形更加松散、开放，提供了更大机动空间。随后，后撤的大队再分为两个纵队，左翼的纵队面向左侧，右翼纵队面向右侧；他们一做好冲锋准备，那些迂回到他们侧翼的骑兵就后撤了。现在单独组成第一战线的位于奇数战位的大队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分别面向外面、两翼。恺撒一声令下，这些大队就分别向左、右两侧杀向拉频弩斯的已经包抄了恺撒所部的两翼，将敌人击退，但没有继续向前推进太远。与此同时，恺撒将已经退到纵队后面的骑兵集结起来，分为两队放在中路，然后向拉频弩斯的中路冲杀过去，在那里制造混乱，转移对手的注意力。整个机动造成的突然性，尤其是拉频弩斯认定必败无疑的步兵达成的突然性，使会战取得了成功。敌人一旦被击退，各个大队又各回原位，形成两道战线，接着恺撒开始撤退。


我们不能说这个说法是精准的，但却是对这场战术机动的合理解读，符合《阿非利加战记》的描述，也确实不止一个人会这么做。实施这样的机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更加简单。

许多逃兵来到恺撒的营盘。这些人说，拉频弩斯原以为恺撒的新建军队会因他采用的不同寻常的战术而大吃一惊和士气低落，继而像对待库里奥一样将他们斩尽杀绝。他仰赖的是人数，而非纪律和自己的本事，他错误评估了恺撒在压力之下迸发出的才智和勇气，而且对他的老上司的了解并不充分。

恺撒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他在遭到突袭之后，将队伍从可能被一支优势极大的军队歼灭的险境中拯救了出来。蒙森说：“如果鲁斯皮那不是就在附近，摩尔人的标枪也许会在这里取得与卡莱战场上的帕提亚人的弓箭一样的战果。”
[6]

 然而，恺撒不是克拉苏。

眼下，恺撒小心翼翼地加强营盘的工事，用壕沟将其包围起来，营盘的侧翼构筑的塔楼一直绵延到鲁斯皮那的外墙，再延伸到海边，将城镇与营盘连接了起来（图上位置e）。因此，他可以安全获得给养和战争器械，还拥有了与其舰队进行联系的安全通道。无论他将工事修筑得多么坚固，他的力量都源于自身。军团认识到了他的信心，而且也分享了他的信心。在敌人的阵营中，我们可以想见，贵族们同样感受到对面站着一位伟大统帅。

恺撒的步兵认为现在冒险在野外向敌人进攻是有利的。他现在需要轻装部队，他将许多高卢人、罗得岛人和其他舰载水兵武装成了投石手和弓箭手，并从舰上调来了许多充当水兵的叙利亚和伊提雷亚（Iturean）弓箭手。尽管他们并不是很有战斗力，但为军队增加了一定价值。他建造了作坊来制造器械、标枪和铅弹，派人到西西里岛寻求粮食、栅栏、用于制造冲城羊头锤的木材和其他战争物资。他坚持严格执行警戒任务，亲自督查每个细节，经常视察岗哨，鼓动他的部属，不遗余力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恺撒在筹备粮秣方面运气不佳。阿非利加地区粮食短缺，因为所有劳动人口都武装起来了。他无法在附近筹集粮秣，敌人没留下一粒粮食。他的许多运输船被西庇阿劫走了，由于这些船不知道恺撒的行踪，不确定该在哪里靠岸。恺撒不得不让他的一部分舰队沿着海岸盘桓引导他的来船。生存问题令他不堪重负。整场阿非利加战役的主题，可以说是恺撒营地中的缺粮短草。

据说，西庇阿率领八个军团和3000名骑兵正在去增援拉频弩斯的路上。加上后来的人马，恺撒手头不到3万人。西庇阿和拉频弩斯的总兵力两倍于此。在刚刚结束的会战之后，拉频弩斯将他手中的许多伤病员送到哈德鲁墨图姆，准备与西庇阿会师。他在鲁斯皮那周围的所有山冈上都布置了骑兵岗哨，以阻止恺撒获得给养。西庇阿的意图是在恺撒在鲁斯皮那附近构筑完工事之前发动进攻，但他行动迟缓。恺撒的远征规模太大，不允许西庇阿在路上耽搁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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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斯皮那营盘




西庇阿在乌提卡留下了一支强大的驻军后向哈德鲁墨图姆进军，于11月13日抵达。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他与拉频弩斯和佩特雷尤斯会师，这三位在鲁斯皮那城下恺撒营盘以南大约4.5千米处，构筑了一座设防营盘（图上位置x）。毫无疑问，西庇阿侦察过敌情，他显然不想进攻恺撒的营盘，它们令人望而生畏。他打算用恺撒曾经在迪拉基乌姆对付庞培的办法——封锁，来对付恺撒。在这方面，由于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胜算，他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但是，他既没有利用才智，也没有利用充沛的兵力来实现他的目标。他的警卫工作搞得很涣散，没有利用阵地显著的地形优势的眼光，虽然他已经建立了针对恺撒防线的封锁线。尽管如此，他所采取的手段很快就妨碍了恺撒的筹粮活动，由于来自西西里和撒丁岛的补给品还没有抵达，粮秣成了严重问题，而且恺撒“所占有的这块阿非利加的土地，长阔四至，最多不过6罗里（9千米）”，他只能从这里获得粮食。他占据着这么大地盘，说明西庇阿的行动成效不大。“6罗里”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待商榷。恺撒的包围圈大约6罗里见方，但是考虑到西庇阿的庞大骑兵部队，他不大可能在太远的地方筹集粮草。马和牲口主要以用淡水清洗过的海藻为食，这一事实证明了恺撒所面临的困难不小——恺撒遭到了严密封锁。

与此同时，身处乌提卡的小庞培在加图的敦促下，做了一件对得起他的姓氏的事情，他集合了30艘帆船，率领2000人乘船入侵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古德（Bogud）的地盘。在阿斯库鲁姆（Ascurum）附近登陆之后，守军放他们靠近，然后杀出城去，将他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回。心惊肉跳的他航往巴利阿里群岛。被彻底激怒的博古德给了恺撒更热诚的支持，而恺撒充分利用了能抓到手的每一根救命稻草。部百流·西提乌斯（Publius Sitius）是一位因惨败于加泰罗尼亚而流亡海外的老兵油子
[7]

 ，他纠集了一支由形形色色的军团士卒组成的部队，为非洲各国的君主们卖命。恺撒开始煽动国王博古德入侵努米底亚，而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正在率军前去与西庇阿会师的路上。他如愿以偿了。西提乌斯和博古德进入努米底亚占领了基尔塔（Cirta）
[8]

 ，屠杀市民，夺占尤巴的要塞，那里囤积着大量给养和战争物资。尤巴立即回去保卫自己的领土。这次叛变是对于西庇阿的沉重打击。尤巴只给庞培军留下30头战象，这是他带来的大量战象中的一小部分。尤巴的逼近有成为压倒恺撒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危险，他的改弦更张明显缓解了危局。




[1]
 译注：撒哈拉大沙漠。



[2]
 译注：简称非洲，今突尼斯。



[3]
 译注：今邦角（Cape Bon）。



[4]
 译注：今突尼斯苏塞（Sousa）。



[5]
 译注：今突尼斯莫纳斯提尔（Monastir）。



[6]
 译注：如前文的注释，在公元前53年夏季进行的卡莱战役中，罗马军团在帕提亚人的弓箭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克拉苏被俘遇害。这里说的摩尔人指惯用标枪的努米底亚轻骑兵，他们的标枪比帕提亚人的弓箭杀伤力更大，缺点是射程近得多，骑手本身不够安全。



[7]
 译注：部百流·西提乌斯，本是罗马的一个骑士，曾经参与过喀提林阴谋案，后来在投机买卖中破家荡产，遂离开意大利，到西班牙、阿非利加等地，过冒险家的生活。他忽而经商，忽而当雇佣兵头子，插手毛里塔尼亚等地的内讧，因之和那一带的各国君长都有交情。在恺撒进军阿非利加时，他已经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独立武装队伍的首领。作为曾经的喀提林派，他当然倒向恺撒的一方，阿非利加战争结束后，恺撒把原属努米底亚王国的领土划给他很大一块，包括尤巴的首都在内，作为他的独立领地。



[8]
 译注：今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第三十九章


为营步步嗟何及（公元前47年12月）

由于敌人断言只有恺撒的一位副将指挥阿非利加战事，所以直到恺撒亲自与当地重要城市通信之前，当地人都不相信恺撒会亲自到来。一旦阿非利加行省的人们确定恺撒亲自到来，许多人就纷纷向恺撒输诚，抱怨庞培联盟的残酷暴政正在掠夺他们的土地、敲骨吸髓地盘剥他们。恺撒决定只要季节允许就立即采取积极行动，他还向西西里的执政官阿利努斯下令，如果他想使阿非利加免于彻底毁灭，那么无论天气如何都必须把部队派过来。“恺撒真是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在刚刚派人送信到西西里去的第二天，就抱怨舰队和军队拖延时间，日夜眼睛盯着海、心里想着海。”与此同时，敌人继续蹂躏这片原野，恺撒只能监视敌人的行动，由于兵微将寡而无力阻止。他用堡垒和工事巩固了营盘，令其几乎坚不可摧，并将防线彻底延伸到了海边。

由于兵力不足，又过于急切用进攻行动来解决阿非利加问题，恺撒的处境非常不妙。无论我们多么公正地将恺撒视为古代最伟大的人物，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我们也不能对他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恺撒必须受到同行们的批判。他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作战的习惯显而易见，要不是在许多情况下“恺撒的好运”拯救了他，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军事生涯中的这个特点必须受到谴责。毋庸置疑的是，自从他在吕拜乌姆拔锚起航以来，他遇到的一切危险和耽搁都源于他的粗心大意，这个缺点不仅有悖于他作为统帅的品格，也与他后来为拯救自己、战胜敌人而做出的卓越努力背道而驰。他把自己从自我强加的险境中拯救出来的活力和才干同样令人击节叫好。

一位伟大统帅必须在必要的时候面对数量和条件的差距。良好的战备是其声誉的基础之一。勇猛可以展现勇气，但也同样说明缺乏周到细致。操之过急就更糟糕了。在统帅的谨慎与大胆兼备方面，汉尼拔远比恺撒高明。汉尼拔不像亚历山大和恺撒那样总是吉星高照。

情况似乎清楚了，西庇阿的最佳策略是加图敦促他采取的那一个——深入内陆，尽可能地引诱恺撒离开海岸，前往更难筹集粮秣，难以维持战斗技能水平的地方。但是，不具备军事天分的西庇阿没有采纳这个策略，而是驻扎在哈德鲁墨图姆和塔普苏斯，试图将恺撒封锁起来。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在模拟战斗中训练战象击破敌人。他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战象在战斗中对敌人与对本方造成的危险一样大，可西庇阿没有放弃将这些巨兽派上战场的意愿。

双方的骑兵前哨依然不断发生冲突，日耳曼和高卢骑兵偶尔在事先安排好的停战期间互致问候。拉频弩斯几次尝试奇袭勒普提斯，但都被当时由萨塞那指挥的守军击退。该城的防御工事坚固，配备了投石机和弩炮，弥补了它位于平坦的海岸上而没有天险的不足。

有一次，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门前，他们的头目被一根投射器械发射的长矛连人带盾钉死在地面上。整支骑兵惊恐万状、抱头鼠窜，“从此以后不敢再来尝试进攻这个市镇”。这件事表明，拉频弩斯手下的骑兵浮躁鲁莽，也是古代游牧骑兵的价值的一个古怪注解。当它由汉尼拔这样的人领导时，单独作战都是高效的，在当时这是效能反复无常的武装力量。

西庇阿完成了准备工作，自以为强大到可以与恺撒一战了。他在11月20日左右开始，连续几天走出距自己的营盘约220米的地方排兵布阵，准备会战。他的挑战遭到花样百出的拒绝。恺撒在等待老兵和补给，他不能被西庇阿的嘲笑所激怒，他的营盘也坚不可摧。“他（西庇阿）就对恺撒和恺撒的军队所表现的忍耐轻视起来”，以至于有一次，西庇阿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和背负箭塔的战象，昂首阔步地向恺撒的壁垒走去。恺撒只是在敌军推进到标枪投射距离时，命令他的骑兵返回岗位，召集他的疲惫的部队，部署守军，命令他的后备骑兵武装起来，静候敌军发动进攻，如果敌人足够愚蠢的话：


这些命令并不是他在壁垒上看过形势之后亲自到场发下去的，由于他掌握有非凡的作战知识和技能，他只是坐在帅帐里，通过侦察人员和传令员们，把要别人做的事情传达下去。


这是在古代军事典籍中，第一次把指挥作战的将军描绘成像今天这样在司令部中运筹帷幄的样子。此前，这位罗马统帅总会亲临前线。恺撒知道敌人不敢袭击他的工事，因为他不仅拥有弩、投射器械和其他矢石投射装置，还有大量鹿砦、路障，如果对手真的敢发动强攻的话，他已经准备好迎战敌人。在他有把握将敌人彻底打垮之前，他并不愿意进行会战。为了确保一战定乾坤，他在静等老兵们乘坐下一班渡船到来。对于恺撒的谨小慎微，西庇阿十分恼火，加大嗓门鼓噪恺撒怯懦无能，鼓动自己的军队，向他们许诺胜利就在眼前。恺撒则继续加强他的工事，“借口修筑工事，命令他的士兵重新回到工事里去，他总是要使他的新兵们劳动到筋疲力尽为止”。

与此同时，许多努米底亚和盖图利亚逃兵投奔了恺撒，因为在朱古达战争期间“他们的先辈曾经受过盖乌斯·马略的恩惠，听说恺撒是马略的亲戚，就都逃到恺撒的营里来，一批一批不断”
[1]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返回了家乡，鼓动他们的亲友支持恺撒的事业。恺撒在西庇阿的阵营中有许多间谍，为他的事业出力报效。许多部落向恺撒效忠。位于塔普苏斯以南约30千米的阿基拉（Acilla）——可能就是今天的阿利亚（El Alia）——与其他城镇派来的使团要求恺撒向它们派驻军队，并承诺提供给养。恺撒派曾担任过营造官（aedile）的盖乌斯·默西乌斯（Caius Messius）率领少量人马前往阿基拉驻防。这支队伍几乎在途中被孔西第乌斯截住，当时孔西第乌斯离开设在哈德鲁墨图姆的司令部，率领着八个大队，显然在执行常规的侦察任务，但是恺撒的人马抢在他前面到了阿基拉。孔西第乌斯返回哈德鲁墨图姆，在那里纠集了若干骑兵，再次前往阿基拉着手攻城。

大约在11月26日，恺撒派到克尔基那岛的运输船队满载大量粮食返回了，一同前来的还有恺撒同样苦盼的第13军团、第14军团、800名高卢骑兵、1000名弓箭手和投石手、吕拜乌姆行政官阿利努斯搞来的大批战争物资。装载着这些人马的舰队乘顺风航行，仅仅四天就走过了略少于300千米的航程。双喜临门，让“他的部下都很高兴，粮食的紧张情况得到了缓和，他的忧虑也解除了”。略经休整之后，恺撒将新来的大队分派到工事之中。他还查明，那些未到达的船只只是被逆风耽搁了，无一被敌人夺取。

行动失败令西庇阿大为懊恼，而恺撒的反常举动让他更加困惑。他向两个盖图利亚人许以重赏，让他们充当间谍，假扮逃兵进入恺撒的营盘，看看恺撒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战象，以及何种作战部署。此举只会让留在恺撒手下的真正逃兵与日俱增，每一天都会有大量这样的人。但是，驻扎在乌提卡的加图向前线送来了新兵，从而弥补了逃兵造成的缺额。这些人大多是获释奴隶、非洲人和奴隶。邻近城镇倾其所有帮助恺撒，告诉他南边45千米处的提斯德拉（Tysdra）
[2]

 有属于一位意大利商人的30万蒲式耳的粮食储备，然而他无法去取。部百流·西提乌斯依然活跃，他入侵努米底亚占领了国王尤巴的一座重要城堡，里面有许多粮秣和战争物资。

现在，恺撒派遣6艘运输船去西西里接剩余的人马。尽管他的兵力依然远比敌人少，但已经足够与敌人对垒，他决心实施一个机动将敌人引出营盘，与自己一决高下。

恺撒建在鲁斯皮那的工事的南面，是“平原，异乎寻常地平坦，大约有12罗里
[3]

 阔。从海边开始，就有一系列不很高的丘陵环绕着它，使它在外形上看起来像是一座剧场”，今天的状况与恺撒描述的一模一样（图上位置f）。山谷的宽度为3—7.5千米。它周围山冈高度不一，从90—180米不等。北面的出口通往一片近海沼泽地。乌兹塔（Ucita）距离海岸9千米，位于这片平原的中央，西庇阿的一支强大军队把守着它。最高的山冈上有瞭望塔，山谷各个地点都有步兵和骑兵哨所。恺撒不打算让西庇阿将自己围困在封锁线里面，必须突破这个越来越大的圈子，这不是用武的良地。如果恺撒能占据这片平原，就可以更进一步切断西庇阿与勒普提斯之间的联系，届时西庇阿只得绕一大段远路才能前往勒普提斯，掌控这片平原就会变得更容易，还能让自己牢牢掌握两个良港——鲁斯皮那和勒普提斯。

[image: ]
◎ 乌兹塔平原




由于恺撒红运当头，西庇阿设在鲁斯皮那城南的营盘内缺水，决定搬到一个水源更加充足的地方。11月27日，西庇阿放弃了营盘，向乌兹塔平原西侧的山冈（图上位置s—s）进发。恺撒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良机。

恺撒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摸索敌人的动态，继而通过一系列动作，谋求将敌人置于不利境地，从而将敌人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战斗中去。因此，在11月的最后一天，他留下一支适量军队保卫鲁斯皮那防线，自己在午夜时分出营，率领其余步兵和全部骑兵在平原的左侧沿着海岸行军（图上位置t—t），远离鲁斯皮那，攻取了平原东侧的山丘之后，他沿着它们向南走，直到他的纵队前锋抵近了西庇阿的骑兵岗哨（图上位置g）。他小心翼翼避开平原，生怕碰上努米底亚骑兵，上次与之遭遇时，他吃了不小苦头。恺撒在这里开始“沿着那一系列山丘的山腰，建筑一道工事，从他当时到达的地方起，一直伸展到他从那边出发的地方为止”。就是说，他的工事（图上位置u）建在山坡上，大体上面向西。他在这里构筑工事，是为了防止敌人截断他与鲁斯皮那的联系。

[image: ]
◎ 乌兹塔战斗




恺撒说起在三角战区（哈德鲁墨图姆、提斯德拉和塔普苏斯城组成）的这些行动时，都会提到“群山”，这些“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甚至地质条件明确表明这些“山”从来没有存在过。自恺撒时代以来，这里的地形没有发生过改变。这片区域的最高点有180米高，相关行动的最高点的高度只有这个高度的一半。恺撒占领的山脊高于乌兹塔山谷不到45米。恺撒构筑工事线的地方在山脊的半山腰，山脊在这里被峡谷分割得支离破碎、岩石嶙峋。在不了解地形的情况下阅读《阿非利加战记》很容易产生误解。

破晓时分，西庇阿和拉频弩斯察觉了恺撒的行动。西庇阿的新营盘位于山谷西侧，拉频弩斯似乎在乌兹塔附近有个与之呈掎角之势的营寨，位于乌兹塔城与群山之间。庞培党人立即决定阻止这一工程。他们将部队分为两条战线，骑兵在前，距离他们设在鲁斯皮那的营盘约1500米，步兵在其后750米。西庇阿认为恺撒军会因夜间施工而筋疲力尽，在进攻之下可以成为轻易得手的猎物。恺撒看到他们抵近到300罗步或1.5罗里（2.2千米）处——无法继续安然进行掘壕工作的过小距离——便命令他的部分西班牙骑兵和弓箭手去进攻敌军的一支努米底亚骑兵，后者正在他的左翼、敌人右翼附近的一座山冈上的一个据点据守。这件事做得很棒，他们很快就把努米底亚人赶走了。见此情景，拉频弩斯率领全部骑兵从他的前线右翼出击，协助那些撤退的骑兵。这支刚刚出动的骑兵一离开西庇阿的主战线，恺撒就立即派出自己的左翼去拦截他们，同时派一支骑兵向右推进。

乌兹塔东面的平原上是一片住宅区和平地（图上位置v），坐落在刚刚发生骑兵战斗的山冈以西。这些地方恰好挡住了拉频弩斯的视线，使他看不到恺撒骑兵的动向。在这片障碍物的隐蔽下，恺撒的骑兵向前冲去，当拉频弩斯走过这片住宅时，他的左翼正好暴露在恺撒骑兵的打击之下，他们包抄了他的侧翼和后方，热情高涨地向本阵方向猛打猛冲。大吃一惊的努米底亚骑兵立即土崩瓦解、抱头鼠窜，但是拉频弩斯从高卢招诱来的高卢和日耳曼骑兵却坚守不退，恺撒的人马猛扑过去，将这支高卢和日耳曼骑兵包围起来，斩尽杀绝。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失败，西庇阿的军团大为沮丧，他们失去了控制，只能乱糟糟地从平原乃至山冈上撤下来。西庇阿的损失很大。恺撒没有追击，而是退回战线，再次动工以完成他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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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塔城下的战阵




恺撒开门大吉，在平原上获得了立足点，取得了对西庇阿的明显优势。大约在12月4日，他将鲁斯皮那守军之外的全军都投入到新工事里面，这道工事已经完全囊括了鲁斯皮那，实际上也涵盖了勒普提斯。

次日，恺撒率军走出新工事排兵布阵，提出挑战。他急于知道西庇阿会采取什么行动。前一天，他已经取得了优势，还想对他的新建部队强化胜利的影响。但是，庞培军因失败而泄气，拒绝会战。恺撒沿着山脚前进到距离乌兹塔不到1.5千米的地方，准备发动一场突袭夺取它。因为西庇阿在城里囤积了大量物资，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水井，为他提供了大部分饮水，海岸上优质淡水稀缺，西庇阿也是因为缺水才离开了原来的营盘。

看到恺撒的行动，西庇阿担心失去乌兹塔，便立即率领全军去组织防守，继而排开四条大纵深战线，“第一行用排好的一大队一大队骑兵组成，背着射塔带着武装人员的战象就穿插在他们中间”。由于战线纵深太大，使他不可能包抄恺撒的侧翼。恺撒停下脚步，等待西庇阿前进。然而，西庇阿好像将乌兹塔当作野战工事的核心，只让该城两侧的两翼部队前进，主战线原地不动。他对自己的部队没有太大信心。恺撒不大可能同时进攻城镇和城两侧的敌军，因为现在是日落时分，他的人马自从清晨以来就没吃过饭，他率军退回工事。但是，恺撒在近日采取的行动结出了硕果，孔西第乌斯被迫放弃了对由墨西乌斯巧妙固守的阿基拉的围攻，他蒙受了不少损失，从阿基拉撤围下来，“引军经过尤巴的王国”走了许多路才返回哈德鲁墨图姆。

大约同时，恺撒的1艘运输船和1艘装载着若干军团士卒的战舰被敌人俘获了，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事件更能显示恺撒的士卒们的忠诚了。这些人被押送到西庇阿面前，西庇阿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愿意投身他的旗下，就给予他们自由和奖赏。俘虏中有位第14军团的百人队长，他给西庇阿的答复是坚决拒绝为他效力与恺撒作对。他告诉眼前的庞培党人，他们低估了恺撒的士兵们，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向西庇阿提出挑战：西庇阿挑出其军中最出色的大队，而给他10名战友，他会在公平战斗中打垮那个大队。对这种忠贞无畏精神的惩罚，就是这些老兵统统被处决。这艘船的被俘激怒了恺撒，他将负责巡航海岸，掩护船只登陆的军官开除军籍。

如前文所述，这场战役中的恺撒部队没有携带行李。恺撒的规定非常严格，连军官都被禁止携带奴隶和扎营设备。此外，他每隔几天都要换个地方驻扎向敌军迫近，将士们完全无法躲避恶劣天气，而在平时他们早已入驻冬令营了。他们现在只能用灌木搭建棚屋，用衣服、席子或茅草充当帐幕。《阿非利加战记》提到，12月初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冰雹，摧毁了全部棚屋，扑灭了营火，浸透了口粮，淹没了整个营地，迫使士兵们头顶盾牌东奔西走，以免被冰雹击中。这场天灾令人联想到兴都库什山（Hindoo Koosh）中的一场大风暴，它几乎粉碎了亚历山大方阵兵的士气。

尽管人多势众，西庇阿依然觉得底气不足，他恳求国王尤巴与他并肩作战。尤巴清楚地意识到，恺撒在阿非利加坐大造成的危险远大于西提乌斯造成的，于是他留下萨布拉和部分人马保卫自己的领土，对付亲恺撒的游击队头领西提乌斯和国王博古德，自己率领3个军团、30头战象、众多轻装部队、800名有马鞍的正规骑兵和许多无马鞍的努米底亚骑兵加入了庞培的阵营。尤巴还没到，他吹得震天响的牛皮就传来了，在恺撒的阵营内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每天都有传播关于西庇阿的谣言的逃兵。但是大约在12月20日，国王尤巴真正到达时，军团将士们一看到他那乌合之众就瞧不上他们了。为了庆祝援军到来，西庇阿将全军都拉出营，排成战斗队形向恺撒挑战。恺撒的唯一反应是沿着山脊悄悄南下。尤巴在西庇阿的北面安营扎寨。

西庇阿已经得到了他所期待的所有援军，而恺撒相信他会将对手引上战场。他在乌兹塔的对面，两条能掩护两翼的峡谷之间扎营。“他开始带着自己的部队沿山脊前进，把他的工事支线一直延伸向前，并修筑有防御工事的碉堡，还竭力争取先下手抢占靠近西庇阿营寨的一处山头。”此时西庇阿在恺撒南面的山谷东坡上还有许多岗哨。恺撒可以通过占据整条山脉而取得明显优势。他将肃清干扰他的汲水分队的敌人骑兵岗哨，还要确保左翼安全，以免在想进攻敌人的时候还有侧翼之忧，可以严重阻碍敌人的进攻行动，也许还可以将一些小规模遭遇战在有利条件下发展成为全面会战。拉频弩斯试图通过加强恺撒左翼前方的一座山冈的工事来阻止恺撒的前进。要到达这座山冈，恺撒必须途经一个岩石嶙峋的山谷，谷底有一片浓密的古老橄榄林。拉频弩斯预计恺撒会在此地实施机动，12月24日前后，他亲率若干骑兵和步兵，在恰好位于山谷后方的一片小树林的掩护下设伏，然后派遣一队骑兵躲在那座构筑了工事的山冈南面，如果恺撒深入山谷，就攻击恺撒的后方。对于两股伏兵都一无所知的恺撒派遣骑兵前出，但是拉频弩斯的步兵害怕在平原上与骑兵对垒，为了在拥有高度优势的峡谷南侧袭击骑兵，他们过早从橄榄林中现身。此举完全破坏了拉频弩斯的妙计。

恺撒的骑兵轻松打垮了这股步兵，令其溃不成军，设伏的骑兵也出了乱子，拉频弩斯仅以身免。拉频弩斯的撤离暴露了全部伏兵，恺撒军占领了那座早想拿下的山冈，随后立即在山上构筑工事，留兵固守。现在，他的营盘固若金汤了。

恺撒决心拿下乌兹塔。乌兹塔“坐落在一片平地上，处在西庇阿的营寨和他自己的营寨之间，在西庇阿的控制之下”。但是，西庇阿利用人数优势，经过全线战斗保住了这个城镇，以至于恺撒在向乌兹塔推进的过程中侧翼暴露无遗。这又让他完成了另一项耀眼的壮举，就是他在所有战役中都特别出众的防御工事。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以质量来衡量的话，当恺撒的力量比敌人更强大时，他是如何运用如此高妙的手段来完成任务的。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以至于只率领少量人马就来到了阿非利加。我们无法衡量他的全部现有条件，因为我们不了解实情。但是，以《阿非利加战记》作为我们的信息基础，我们对恺撒在这里的谨慎持重惊诧不已，正如我们对他在迪拉基乌姆行动中的大胆感到惊讶一样。不过，我们对战局还是相当了解的，地形和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将恺撒的谨慎归因于情绪或对新建军团的不信任。指挥一场战斗，往往出于灵感，也是缘于筹划和准备。恺撒在这里的任务比在法萨卢的容易得多，引诱西庇阿在乌兹塔平原上会战，而且西庇阿的人马并不比他自己的强。我们经常用恺撒的谨慎来解释一切。也许恺撒的目标不是夺取乌兹塔，而是以某种方式使西庇阿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他在一场决定性会战中失败，而且不冒太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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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峡谷之战




大约在12月26日，恺撒为了执行他的计划，从山坡脚下的营垒开始横贯平原向西构筑了两道平行的工事线，一条面向北，一条面向南，分别指向乌兹塔城墙的两个外角。据《阿非利加战记》所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侧翼得到充分保护，在他围困或攻乌兹塔时，免受敌人庞大骑兵部队的打击，事实上，这也是为了免遭拉频弩斯的侧翼迂回。工事兵临城下，加剧了敌军的逃亡。在两道工事线内，他可以挖掘水井，平原地势低，而他山上的营盘缺水，他不得不从远处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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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塔战线




这项工作得到了由几个大队接应的一支骑兵的掩护，他们击退了努米底亚骑兵和弓箭手。天黑之后，他们开始挖掘堑壕，在两夜内竣工，之后的天明之前派部队入驻。工程进展期间，双方的士卒频繁交锋，事实上，在任何时候，一方的人马都能安全接近对方，结果几乎总是庞培军士卒投奔恺撒，从恺撒阵营投奔过去的人可以说没有。至少《阿非利加战记》没有承认恺撒这边有逃兵，即使有也一定很少。同时发生了一些骑兵交锋，其中大部分是恺撒的人马占了上风。西庇阿的骑兵远多于恺撒，但是训练状况和坚韧程度却远远不如。他们也不具备使骑兵在一位天生领袖手下有时能创造奇迹的本能。

大约是12月29日傍晚，恺撒在召回疲惫的部下时，尤巴、拉频弩斯和西庇阿率领麾下全部骑兵和轻装部队突袭恺撒的骑兵前哨，将他们赶了进去。恺撒迅速召集了一直在披坚执锐备战的几个大队的军团士兵，率领他们赶去支援骑兵，整兵再战。看到自己得到了接应，刚才吃了亏的骑兵转过身来，向努米底亚人发动了一场漂亮的冲锋，后者由于刚刚实施的追击而分散在整片平原上，现在却惨遭屠戮死伤惨重，剩下的残兵抱头鼠窜。尤巴和拉频弩斯在尘土的掩护下侥幸逃生。这场精彩的交战的结果是，更多第4、6军团的逃兵以及原属库里奥的一大批骑兵投奔了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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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头盔（罗浮宫藏品）




此前，恺撒派了一些盖图利上流人士返回家乡煽动盖图利亚人，现在他们背叛了国王尤巴。这位君主同时面临着三场战争，为了保卫自己的边境，他被迫将相当一部分人马分派出去。但是，他自己和其余的军队还留在庞培的营地里面，他的傲慢无礼、多管闲事和虚荣浮夸令人生厌。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第9、10军团从西西里赶来，他们差点因为自己的莽撞而被俘。促使他们过去发动哗变的叛逆精神的残余，在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中暴露无遗。军团指挥官盖乌斯·阿维努斯（Caius Avienus）太过分了，居然用他自己的奴隶和宿营装备装了满满一艘运输船。这俩军团在罗马城附近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为了勒紧这帮人的嚼子，恺撒以阿维努斯为借口，断然采取了铁血手段。他将此人与另一位军团指挥官和几名百人队长开除军籍，将他们逐出阿非利加，派人监管起来。在罗马人中，开除军籍几乎是所能受到的最严厉惩罚。这是对于所有公民权利、荣誉和地位的剥夺。第9、10军团的各个大队都被打发去把守战壕，装备和粮饷都不比别的部队多。

算上新来的部队，恺撒手中的重步兵有5个老兵军团和5个新兵军团，即使不如西庇阿的多，也相差无几。西庇阿的轻装部队更多，但他们在战斗中几乎一文不值。恺撒还在西西里岛又搜罗了2个军团，至于尤巴，他已经把手下的部分人马分派出去，削弱了西庇阿的兵力。新年伊始，恺撒的胜机已经与敌人不相上下了。




[1]
 译注：盖乌斯·马略曾在公元前109至前106年在非洲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作战，但盖图利亚人什么时候和他发生过关系，史籍不见记录，可能盖图利亚人当时曾以同盟军的身份在马略手下作战过。马略是恺撒的姑父，因此盖图利亚人认为他们和恺撒有上一代的旧交。



[2]
 译注：今突尼斯杰姆（El Djem）。



[3]
 译注：原文是15罗里，这里按洛布英文版《阿非利加战记》改之。








第四十章


乌兹塔（公元前46年1月）

公元前46年1月初，恺撒的工事竣工了，它的位置正好在乌兹塔的标枪射程内，恺撒在工事顶端修筑了一线工事，在护墙和塔楼上架设了若干军事器械，不断用它们轰击城墙。他从工事东端的营盘调来5个军团，摆在工事线的西端。工事线约有3千米长。这充分表现了恺撒的活力、技巧和周密，他能够建筑如此漫长的工事并派人把守，却没有给西庇阿在施工期间突破它的机会。恺撒是他那个时代，甚至几乎任何时代最能干的工程师。

工事线竣工之后，他就安稳了。人们普遍认为，夺取人手充足的工事是不可能的任务，西庇阿也不是那种愿意尝试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恺撒是多么不愿意尝试这样的进攻，即使守军是蛮族。工事线大功告成，促成了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决定叛逃到恺撒的阵营，同时还有1000多名骑兵投奔了他。在此期间，西庇阿也没有闲着，他在自己战线上加强所有可用和有用的据点，准备在恺撒进攻乌兹塔的时候进行顽强的防守。

现在，第7、8军团从西西里起航了，驻扎在乌提卡的瓦鲁斯认为眼下有个很不错的拦截他们的机会。为此，他率领55艘战舰驶向哈德鲁墨图姆。恺撒派遣路求·基斯皮乌斯（Lucius Cispius）率领27艘战舰驶向塔普苏斯，又派奎因都斯·阿奎拉（Quintus Aquila）率领13艘战舰驶向哈德鲁墨图姆抛锚停泊，监视和保护那支护航舰队。由于阿奎拉所部无法绕过海角，就在附近的海湾里面避风。密史脱拉风（mistral）——地中海上的西风——一直是烦恼的根源。今天，大型蒸汽船也往往无法在苏塞（哈德鲁墨图姆）或莫纳斯提尔（塔普苏斯）靠岸卸客。留在勒普提斯的剩余舰队继续锚泊在那，但是多数舰载步兵上了岸，有些人在采购给养，有些人东游西逛，这件事说明军纪废弛。一名逃兵将这些事实告诉了瓦鲁斯。他在夜间离开哈德鲁墨图姆——密史脱拉风对他有利。次日（1月9日）清晨，他突然杀向那支毫无防备的恺撒舰队，焚毁了所有运输船，掠走了2艘五列桨战舰，“没人守卫”它们。

恺撒获悉噩耗时正忙于视察他在乌兹塔的工事。受到失去人马和粮秣的悲惨前景的刺激，他立即率领骑兵驰往勒普提斯，好在只有9千米远。他随即登上距离最近的战舰起锚，命令他的舰队跟上来，他与阿奎拉会师时，发现阿奎拉正在撤退路上垂头丧气。将帅兵合一处后开始追杀瓦鲁斯，后者震惊之余，逆风前往哈德鲁墨图姆，恺撒夺回了1艘战舰和船上的130名敌人，俘虏了敌人掉队的1艘三列桨战舰，将瓦鲁斯赶进哈德鲁墨图姆。恺撒同样无法乘同一股风绕过海角，因为风向突然变了，他在一个锚地过了一夜，次日天明刮起东风时，他航向哈德鲁墨图姆港附近，烧毁了港口外面的几艘敌军运输船。被俘战舰上有个罗马骑士部百流·维斯特里乌斯（Publius Vestrius）曾在西班牙为阿弗拉尼乌斯效力，获释之后又在希腊投奔了庞培，之后又投奔了瓦鲁斯。由于此人违背誓言，恺撒没有用他交换战俘，也没索要赎金，而是下令处决了。这一事实表明，释放战俘是易于理解的事情，至少战俘有一些权利和义务。

恺撒发动的这场短暂的远征显示了他的惊人胆识、决断和才智。他亲自做的每件事情，都以积极的情报工作为基础，因而保证了他的胜利。无论他进攻谁都有把握获胜。如果他不这样做，不亲力亲为，也许他的运输船、舰队、粮食、器械、军团都很可能会遭到拦截。恺撒发动的这些小规模远征表明，如果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也会成为游击队军官的榜样。更令人称奇的是，恺撒偶尔会像现在乌兹塔城下发生的那样，由于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几乎成了麦克莱伦（McCle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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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两军主帅都想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与对方会战。1月7日，恺撒的防线竣工之后不久的一天，西庇阿将他的军队部署在一个略高的高地上，沿着将平原一分为二的溪流的西岸延展开来。恺撒也在战场上做了同样的举动，战线与对手平行，等待敌人发动进攻。现在在山谷的谷底只能看到这些高地的少许残余，几乎就是平地。对于罗马士兵来说，谷底非常平缓的坡度十分有利，《阿非利加战记》经常提到我几乎不会注意的山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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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撒与瓦鲁斯的海战




敌军的数量超过恺撒，他们在恺撒右翼的乌兹塔城里也有强大的守军，如果恺撒击败敌人，并因追击敌人越过乌兹塔城，可能会遭到城中守军发动的侧翼打击而吃亏，西庇阿前方的地面崎岖不平，对于发动冲锋来说简直糟糕透顶。山谷内的有些地方岩石嶙峋，溪流流经的地方更是如此，如果恺撒发动进攻，就必须渡过溪流。两军相距不到90米。除了地面上的这些略浅洼地，没有什么能将两军分开。西庇阿的左翼倚靠着作为前进堡垒的乌兹塔城，它为西庇阿提供了充分的侧翼掩护。他和尤巴的军团顶在前面，努米底亚人放在第二线充当预备队，但阵型延展得很长，导致纵深浅薄。“他们的阵列拉得非常稀疏，但却伸得很长，以至从远处看上去它的中央部分似乎只是由一列军团士兵构成的。”西庇阿将得到轻装部队和努米底亚辅助部队支撑的战象放在左右两翼，战象分散开来，其间保持相等距离。全部备有马鞍的正规骑兵作为一个整体被部署在右翼，不需要也得不到位于左翼的乌兹塔城的支持。努米底亚和盖图利非正规骑兵（无鞍骑兵）被部署在距离右翼约1.5千米处，面向群山展开，构成一个游动的右翼。西庇阿的意图是利用全部骑兵包抄恺撒的左翼，在行动开始时，“矢石交加之下，让恺撒军乱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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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塔城下的战阵




在恺撒的第一战线上，第8、9军团的老兵位于此役形势最严峻的左翼位置上；第13、14、26、28军团在中央；第29、30军团在右翼，倚靠着乌兹塔城下的工事。第二线由新兵组成，与上述军团的二线大队混编。第三线由右侧各军团的第三线大队组成，为了抵御敌军骑兵的冲击略微后撤，并且编入了几个新建大队，鉴于右翼得到了直抵乌兹塔城下的工事的强大保护，无须再布置预备队，故而第三线只从战线中央延展到左翼。因此，他的右翼只有两条战线，而左翼有三条战线。他的全部骑兵都部署在左翼与轻步兵混编，面向敌人的骑兵列阵。由于他对左翼信心不足，又把第5军团部署在他们的后方。弓箭手多在两翼，但他们都在第一线。

就这样，两军相距90米，以战斗阵型对峙了一整天，谁都不愿意越过低洼地带一步，构成了一幅吊诡的景象。的确，此情此景十分古怪，令人想起恺撒在法萨卢发动的进攻，他在那里只有庞培的一半兵力，与他对垒的罗马军团由一位能干的统帅指挥；在此时此地，他的兵力与对手旗鼓相当，大部分敌军的素质和纪律都远不如他的，恺撒却迟迟不发起会战。尤其是在法萨卢战役前，庞培刚刚在迪拉基乌姆战胜过他，而无论如何，他的能力都远远超过西庇阿。对于任何一位有指挥能力的将军而言，打一场会战往往只是出于一时的精力充沛或精力不足，而恺撒在眼前局势下的优柔寡断，可能缘于他的健康状况。对地形的勘察表明，没有什么比法萨卢的山冈对恺撒更加不利的了。我们似乎了解了一切细节。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恺撒在战术进攻方面的主动性远远不如亚历山大或汉尼拔，只要汉尼拔的作战条件与罗马人接近就一定会发动攻势。在恺撒的所有战役中，他除非迫不得已，总是不急于进攻；相反，在战略主动性方面，恺撒令人称道，他永不停息、澎湃向前。

当天夜里，恺撒准备收兵回营时，敌人的游动骑兵向山上的工事进发。拉频弩斯手下的重骑兵留在正对军团的阵地上。看到这一切，恺撒的部分骑兵和轻装部队擅自出动进攻这帮盖图利亚人，继而穿过了一片可能由那条小溪造成、今已不存的沼泽地，却被西庇阿的人马击退，损失了一些人马。西庇阿对这一小胜颇为喜悦，撤兵回营了。次日，恺撒弥补了这场失利，当时恺撒的一队骑兵在前往勒普提斯取粮的途中，歼灭、俘虏了100名散落在营外的敌军。

现在，两军都忙于推进战线，在对方面前构筑新阵地。西庇阿试图加强对乌兹塔背后的群山的控制，恺撒则忙于切断敌军右翼与自己的左翼山冈的联系。因此，“把他的壁垒和壕堑一直延伸开去，横贯这片平原的中部，以阻止敌人的突然出击”。这句话已经被解读为“几乎穿过了平原”，但这不能用可能性或后来向我们表明已经完成的事件来解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道从东到西横贯乌兹塔平原的壕沟或壁垒，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段话的意思可能是，恺撒面向乌兹塔向南、北两方延展的工事顶端，构成了一条漫长的壁垒线，“横贯这片平原的中部”。西庇阿试图阻止恺撒先下手为强，双方的骑兵每天都在发生零星冲突。

与今天一样，当时的阿非利加居民习惯于在战争时期将他们粮食储存在小仓库或地下贮藏室里面，以确保不挨饿。一天晚上，一直饱受缺粮之苦的恺撒派出一支由两个军团和一些骑兵组成的队伍，在阿伽尔（Agar）以南半径为15千米的富饶土地上的隐秘仓库中搞到了大量粮食。拉频弩斯以为恺撒会出于同样目的再次沿着同一条路外出，便于1月12日在距离采取筹粮行动的平原约10千米的地方埋下伏兵。此地大致在特格亚（Tegea）附近，是一片位于两排山冈之间的狭窄平原（图上位置k）。

恺撒通过逃兵得知了敌人的计划。他等了几天，直到拉频弩斯的人马开始麻痹大意。他派出部分骑兵，率领八个军团和其余的骑兵跟在后面。骑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拉频弩斯的轻装部队驻守的岗哨，后者轻松惬意地躲在设伏地点，毫不在意自己的职责，于是遭到突袭之后溃不成军，损失了500人。正在附近的拉频弩斯率领自己的骑兵匆匆赶来援助，依靠人多势众击溃了恺撒的骑兵，这时恺撒军团突然向他猛扑过来，迫使他立即向西撤退。他的伏击计划化为了泡影。恼羞成怒的尤巴将所有逃跑的努米底亚人都钉上十字架，以儆效尤。

尽管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恺撒还是无法筹集到足够供养部下的粮食。他要么转移阵地，要么攻打西庇阿的防御工事。在评估胜算的时候，恺撒认为进攻的风险高于因改换基地和放弃付出经过如此多的努力、牺牲才获得的阵地而可能折损的士气的风险。此外，他知道说服他的军队光荣撤军是多么容易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劳作确实对于加强军团的战斗力大有裨益。

整个事情都颇为令人费解。恺撒一定早已预见到他的后勤供应会是不稳定的。他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来构筑工事，由此他可以在有利条件下与西庇阿一决雌雄。与他对垒的军队根本不如他的出色，甚至人数也不比他的多。他曾经在伊莱尔达实施过机动，曾经在法萨卢大胆进攻庞培，更别提庞培在法萨卢拥有巨大的优势，然而他在乌兹塔却拒绝会战。眼下的恺撒似乎不是我们愿意相信的那个恺撒，但他与真正的恺撒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好的解释在于，他构筑工事是希望将西庇阿引诱到开阔战场上，然后在那里击败对手，还在于西庇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恺撒不愿意攻坚。我们必须记住，恺撒手中没有他在高卢战争中训练出来的那支军队，也没有他在法萨卢指挥过的军队，尽管相对而言，他现在的处境比那时候好一些。缺乏主动性很像拿破仑晚年的景象，是恺撒厌倦了战争，还是战争削弱了恺撒的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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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频弩斯的策略




在得到坚固工事强化的勒普提斯、鲁斯皮那和阿基拉留下驻军之后，恺撒命令基斯皮乌斯和阿奎拉指挥他的舰队去封锁哈德鲁墨图姆和塔普苏斯，严密监视海岸来防止敌人在他采取行动期间，袭击他正在路上的运输船队。1月14日天亮之前，他放火烧掉乌兹塔城下的营盘出发了，他摆开向左警戒的纵队，辎重车辆放在纵队与海岸之间，沿着群山与海岸之间山坡前往阿伽尔，这是一个位于勒普提斯附近，贴近海岸的第一排山冈南坡上的城镇。因此，他的基地设在了勒普提斯而非鲁斯皮那。他在阿伽尔城下的平原上安营扎寨。在这附近发现了大量大麦、橄榄油、葡萄酒和无花果，还有一些小麦。西庇阿没有试图阻挠这次撤退，甚至没有派遣骑兵追赶，但是很快他就沿着山岭赶来，抵达恺撒营盘附近，在数千米外，距离地中海更远的地方安营扎寨。西庇阿的意图显而易见，就是将恺撒隔离在远离内陆地区，无法筹集粮秣的地方。恺撒的营盘设在特格亚（Tegea）背后的几座高地上，西庇阿将军队驻扎在距离恺撒营盘约9千米的3个营寨中。努米底亚骑兵被部署在几座地形有利的高地上，用于拦截从恺撒营盘出来的筹粮队。尽管他们费尽心机，恺撒还是靠派出大批人马搞到了充足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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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阿伽尔




显然，除了来自《阿非利加战记》的叙述，从相关背景来看，恺撒的粮秣都非常紧张，为了装满他那空虚的仓库，他马上就要实施他的全部战役中最危险的行动之一。位于敌人后方的泽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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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西庇阿的营盘有15千米，距离恺撒的营盘约25千米。西庇阿认为它坚如磐石，因此将它打造成一个巨大的粮仓，并且派遣了2个军团去那里筹集粮食和保护已经到手的粮食。一个逃兵将情报告诉了恺撒，恺撒决定突袭泽塔。为了实现目的，他被迫从西庇阿的营盘侧翼绕过去，再沿原路或一条同样危机四伏的道路返回。眼下，饥荒已经迫在眉睫，而在塔普苏斯以南地区无法取得足够给养，这一切是他冒险出击的原因。为了给留在那里的较少人马提供更多安全保障，恺撒在阿伽尔以东的一座山冈上建筑了一个新营盘，并让部下驻扎进去。1月17日凌晨3时，他率领全部骑兵和一支人数庞大的步兵拔营出发，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西庇阿的营盘，抵达并一举拿下了泽塔城，在城里留下奥皮乌斯（Oppius）和一些人马，指示他们在不利局面下可以见机行事之后，带着被俘的几名高级庞培党人与装满面粉的庞大车队——其中包括22峰骆驼——满载而归，恺撒不满足于这种偷鸡摸狗的胜利，继续进攻敌人那2个正在筹粮的军团，当恺撒前进到他们附近时，发现西庇阿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行动，正在率领全军来援。他明智地中止了进攻，转而满载战利品返回。

在返回营盘的路上，恺撒被迫路过西庇阿的营盘附近。在这里，拉频弩斯和阿弗拉尼乌斯指挥的一大群努米底亚骑兵和轻装部队已经被西庇阿派到今天杰马尔（Djemmal）周围的群山里布下了埋伏。恺撒刚走出埋伏圈，他们就冲了出来，袭击他的后卫。恺撒到目前为止一直红运当头，但是这种分兵奔袭的做法可能会带来麻烦。他立即率领人马向敌人猛扑过去，将辎重放在队伍的后面，他将骑兵派出去，放在前面掩护辎重，准备掩护辎重队后退。在军团的支援下，恺撒的骑兵一英勇地向敌人发动进攻，拉频弩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就转头逃窜。但是当恺撒继续启程时，他们又开始进攻。这些努米底亚人极其活跃，善于用自己的方式打仗。在恺撒奋力撤退期间，他们的干扰非常有效，以至于“四个刻时里一共只走了不到一百步路”。不仅如此，恺撒还损失了许多马匹，而他救不了它们。敌人的目的是强迫他在这个没有水源的地方扎营，从凌晨3时开始到此时（大约下午3时），恺撒的部下粒米未进。终于，他的骑兵因奋战不息而筋疲力尽，他被迫将他们打发到前面，转而让步兵断后，以便更好对付努米底亚人。战场的地形虽然不是非常崎岖，但军团士卒们确实比疲惫不堪的骑兵更适合充当后卫。辎重车辆被赶到前面，这样恺撒就能龟速前进了。只要少量军团士卒转过身来投掷标枪，上千名努米底亚轻装部队和骑兵都会散开躲避，可一旦全军继续前进，这些武士就会再次靠拢，向纵队的后方投掷如雨而下的标枪、箭矢和石块。有些敌军骑兵绕过恺撒纵队的侧翼和前锋，给他制造了最大的麻烦。拉频弩斯和阿弗拉尼乌斯试图通过绕过恺撒的两翼，经路侧的山冈，跑到恺撒的前面实施拦截，但没有得逞。恺撒保持住了队形，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采用方阵，一种连绵不断的阵型。“就这样，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停下来抵抗，拖拖拉拉地行军，终于走完全程”，总共超过54千米的行程，于晚上7时左右结束，只有10人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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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袭泽塔




根据《阿非利加战记》判断，我们估计真正损失是这个数字的百倍。这位历史学家给出了错误数字并非不可能。他说拉频弩斯已经令他的人马疲惫不堪，除了伤兵之外，还损失了300人。数量的差距与关于本次奔袭的描述不符，恺撒有可能付出了更大损失。

行军16个小时才走了这么远，似乎不可思议。假设占领泽塔、装载车辆、分兵抵御西庇阿的2个军团，共耗费了2个小时，再假定敌人在恺撒回营路上动用了大量兵力，不断进行骚扰，通过战斗拖延了4个小时，那么在剩下的10个小时才走了54千米，也许略有夸张了。除了一小段路之外，几乎没有哪支步兵部队能在一小时走5.4千米。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往返奔袭，是从破晓前不久开始的，到了傍晚前后才结束。

这场奔袭清晰展示了西庇阿与恺撒的性格和能力的天差地别。恺撒很可能不敢对一个与他更加对等的对手采取这样的行动。西庇阿明显表现出他缺乏利用优势的能力。恺撒翻越了一道山岭才抵达泽塔平原，必须沿原路才能回营，还有什么会比西庇阿调兵遣将，找个适合的山坡上守株待兔，通过严防死守道路，迫使恺撒在不利局面下开战更理所当然的呢？在恺撒无法回避的这样一场交锋之中，西庇阿在泽塔的两个军团可以从后方打击恺撒。但是，西庇阿没有采用这个简单的方案，他显然昏了头，居然沿着一条莫名其妙的路线向那两个军团靠拢，从而为恺撒敞开了本应封锁的撤退之路。拉频弩斯也并不更高明，他本应打击恺撒的纵队而非后卫，以此阻挠恺撒翻山越岭，而他没有这样做，反而纵容恺撒的纵队夺回了通往营盘的道路，仅仅满足于攻击恺撒的后卫。看起来，恺撒似乎确实蒙受了比《阿非利加战记》愿意承认的更大的失败。但这场败仗并不致命，恺撒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在为恺撒对泽塔的行动辩护时，可以说这片原野的特征就是为撤退提供了不止一条的路线。现在，整片原野的地表都被马车和骡子通行的道路所覆盖，据推测，当时也是如此，那时居民更多，甚至文明程度更高。他本可以取道今天的泽尔麦地那（Zermadina）返回，让西庇阿留在泽塔白忙一场，也可以向北走，沿着乌兹塔平原返回老营，再从那里前往阿伽尔，这样走的话，由本方部队固守的鲁斯皮那会位于他的左翼，发生险情时可以进城躲避。

运气和敌人的拙劣表现，再次令恺撒化险为夷。奇怪的是，面对如此低能的对手，这位大胆到冒着一切可能迫使自己与敌人决战的风险而发动远征的统帅，竟然迟迟不向敌人发动一场或许会终结战争的决定性会战。因为他目前手握12个军团，他面临的困境足以使他迫切渴望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事实上，他在不久后就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做了这件事情。

正当拉频弩斯在恺撒的撤军路上浴血奋战之际，西庇阿在从泽塔返回之后，在自己的营前摆开了阵势，而恺撒面向侧翼列阵，辎重车队摆在前方。随着恺撒的迫近，西庇阿居然撤退了。缺乏魄力是西庇阿的一大特征。

恺撒曾经四面楚歌，但现在他的军团的口粮袋子又丰满起来了。

恺撒不得不命令部下采用新战术，来应付被迫面对的新形势。敌人的轻装部队身手敏捷，一场小小的前哨战就把重装军团士卒们惹恼了。恺撒认为，从意大利运来几头大象，使部队和马匹熟悉大象的模样，继而训练这些人马以最佳手段攻击它们是明智之举。在高卢，恺撒的部队遇到了淳朴、剽悍的敌人，后者会走上沙场，进行肉搏，而在这里，他们不得不对付依靠智谋而非勇气的狡诈敌人的阴谋诡计。《阿非利加战记》承认恺撒的骑兵不是得到轻步兵支撑的敌军骑兵的对手，坦承恺撒也不能肯定他的军团士兵们能在开阔战场上与敌人的军团士兵相匹敌。这似乎又一次令人费解。我们习惯于认为，恺撒的新兵们很快就变成了老兵，汉尼拔的新兵做到了，而且我们有证据表明西庇阿的部队统统军纪涣散。

恺撒不断让他的部队在这个地区东奔西走，不仅是为了训练他们和磨炼其意志，也是希望通过机动磨损西庇阿的斗志，并迫使对手违背意愿，进行会战。泽塔奔袭战的三天之后，恺撒在西庇阿营盘附近，阿伽尔以南开阔平原上摆开战阵，但是西庇阿拒绝出营，恺撒也不愿意强攻对手的工事。总体而言，恺撒幸运地巩固了他的战区附近城镇的安全。瓦伽（Vacca）派使者来见恺撒，恳求他派去一支驻军，但是这一次，尤巴先下手为强占领了瓦伽，并将其夷为平地。

西庇阿显而易见的消极无为并不算太大错误。这是费边式的韬晦。饥饿造就了许多胜利。但是，支配西庇阿的行动的，一半是优柔，一半是手段。

1月22日，恺撒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现在他拥有4万名军团士卒，3000名骑兵和若干辅助部队。次日，对军团心满意足的恺撒出营行军了7.5千米，在特格亚以北，距离西庇阿不到3千米的地方，向西庇阿发起挑战。西庇阿再次高挂免战牌。恺撒看到，仅仅用挑战的手段引诱西庇阿走上战场纯属浪费时间。作为最后的手段，恺撒计划对西庇阿的坚固堡垒和仓库，比如萨苏拉（Sarsura）、提斯德拉和塔普苏斯发动一系列进攻，以迫使对手采取行动。

塔普苏斯位于勒普提斯东南海岸上，是一个巨大的军事仓库，也是西庇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西庇阿在此地驻扎了大量部队，港口里面有大量船只，眼下遭到了恺撒的舰队的封锁。但是，进攻塔普苏斯是一场恺撒显然还没准备好的大戏。恺撒钟爱袭击较小的城镇，不仅是因为小城镇易于攻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这些城镇为自己提供急需的大量粮食。此时，恺撒的军队很可能在忍饥挨饿。他为了筹集粮秣才东游西逛，总体战略必须服从后勤。

1月23日，恺撒离开阿伽尔，翻越特格亚下方的山冈的东坡向萨苏拉进发。在前往萨苏拉的途中，拉频弩斯尾随恺撒，骚扰恺撒的后卫。这一次，恺撒从每个军团各抽出300人充当后卫。这样做似乎没有阻止拉频弩斯，这位军官从纵队的尾部拦截下一部分，很可能是恺撒准备在占领萨苏拉之后用来运载物资的驮畜。在随后发生的一场后卫冲突中，努米底亚人因过度急于保住战利品，而受到恺撒部队的严厉惩罚。他们损失了不少人，此后，拉频弩斯与恺撒保持距离，沿着恺撒右侧的山顶亦步亦趋。抵达萨苏拉之后，恺撒发动猛烈进攻，在西庇阿和拉频弩斯的眼皮子底下拿下了它，将驻军斩尽杀绝，把发现的大量粮食分发给士兵们，或者装上车辆和驮畜。西庇阿在山上作壁上观，没有试图阻挠恺撒的行动。次日，恺撒从萨苏拉启程，向提斯德拉进发，恺撒没有尝试攻打它，因为孔西第乌斯已经将其打造得固若金汤，这位勇敢而固执的军官与他的一个由角斗士组成的大队守在这里。恺撒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攻城器械来发动围攻，何况恺撒已经获得了相当充足的粮食。

恺撒开始收兵回营，在提斯德拉和萨苏拉之间流过的小溪旁宿营过夜。1月26日，他拔营启程，大概绕道他来时翻越的群山脚下，前往设在阿伽尔的营盘。西庇阿如法炮制。




[1]
 译注：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26—1885年），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第一年整编军队，成绩卓著，被誉为“小拿破仑”，但因屡屡不能取得对南部邦联军的优势而广受批评，最终被解除军职。



[2]
 译注：今布尔哲那（Bourdjine）。








第四十一章


塔普苏斯（公元前47年2月）

大致就在这段日子里，处于国王尤巴统治下的沿海城市塔贝那（Thabena）中发生了反抗并歼灭了城中驻军，然后他们派遣一个使团来找恺撒寻求保护。“由于杀掉了国王的守军，恳切要求罗马人民看在他们为罗马人出力的分上，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出手资助他们。”恺撒派遣军团指挥官M.克里斯普斯（M. Crispus）率领一个大队、若干弓箭手和几部投射器械前往那里。

1月底，那些因患病、休假和其他原因而滞留在西西里岛的4000名剩余军团士卒连同400名骑兵、1000名弓箭手和投石手登船，抵达了阿非利加。掌握了全部兵力之后，恺撒再也没有理由不迫使西庇阿打一场决定性会战了。恺撒早就想攻打塔普苏斯了，但是由于他必须从更易于攻取的城镇中获得粮食，才迟迟没有动手。眼下，在发动塔普苏斯攻城战之前，恺撒决定再做一次向西庇阿发起挑战的尝试。在1月的最后一天，恺撒离开营盘踏上了距离特格亚不远的一片平原，等待敌军出战。按照《阿非利加战记》的说法，这片平原距离他自己的营盘有12千米，距离西庇阿的营盘6千米，但是实际距离分别不到9千米和3千米。

西庇阿不愿意冒任何风险，特格亚城就在他的营盘下面。他调出城中的400名骑兵
[1]

 ，部署在该城的左、右两侧，将他的军团部署在距离营盘约1.5千米的一座山冈上充当预备队，骑兵放在两翼，这样布置也是为了接应他们前面的特格亚骑兵。西庇阿不打算离开脚下的阵地，恺撒也不愿意在这里进攻他。为了引诱西庇阿出战，恺撒派出了几个骑兵中队，大约400人马，向特格亚骑兵发动冲锋。按照惯例，他们得到了轻装部队的支撑。为了应对这场局部进攻，拉频弩斯派出第二线的部分骑兵，迂回恺撒骑兵的左右两侧，再反向兜底。恺撒命令300名惯于支撑骑兵的军团士卒前进。恺撒的人马不仅寡不敌众，而且侧翼也受到了威胁，开始退却。双方都派出了援军，这场战斗似乎会演变为一场全面会战。当恺撒的军队似乎马上就要被打垮时，一支恰到好处的步兵援军取得了优势。经过一番顽强的战斗，西庇阿的骑兵溃散了，被追杀到4.5千米外的山中，他们损失了许多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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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格亚




恺撒让他的军团在阵地上待了一天，西庇阿将步兵排布在更高的位置上，尽管局面似乎对西庇阿有利，他却绝不下到平原上接受全面会战。恺撒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引诱西庇阿离开阵地，然而他做不到这一点，与往常一样，他不愿意进攻地势高于自己、人数相当的敌人。尽管命运女神一贯站在他这一边，他却不愿意过多勾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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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普苏斯和附近地区




恺撒最终还是收兵回营“一无损失”，而“敌人的一些领袖和所有他们最勇敢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受了伤”。相应的损失还是可以估算的。这段话说明，阿非利加战争的记述者
[2]

 有一种缺点，就是低估本方的损失而过高估计敌人的损失，这个缺点在大多数今天叙述同时代军事事件的编年史作家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当一场战斗被相当翔实地呈现出来，而且报道了激烈战斗的时候，我们必须认定会有一些伤亡。在多数情况下，伤者不在考虑范围内。除了发生大屠杀，否则一方损失惨重而对方的损失与之差距较大的情况十分罕见。军团士兵凭借其精良的铠甲和使用盾牌的技巧，有时会战斗几个小时而不受任何伤害。只要阵型完整，他就是比较安全的。

就目前而言，围攻塔普苏斯似乎是迫使西庇阿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至少可以让恺撒有机会以平等条件开战。如果有什么能使西庇阿走上战场的话，那就是失去这座港口和城市的危险。而且，西庇阿的特格亚阵地附近水源稀缺，因此他不能在那作壁上观。2月3日到4日之间的夜里，恺撒拔营启程，“在夜里行军了16罗里（24千米）之后，在靠近塔普苏斯的地方扎下营”，实际上走了15千米，占领了城市背后的几个高地之后，立即开始在城市周围修筑封锁线以围困它，又构筑了一道反封锁线，并在适当位置修筑堡垒强化防御，以阻止援军进城。

海岸线从哈德鲁墨图姆开始向东南方延伸，在塔普苏斯所在的海岸位置上突然折向南方。它是一个古老的迦太基城市，城防坚固。在当今发现的该城遗址上的废墟，占地将近0.6平方千米。它有三层城墙，无论是天然港口还是人造港口都非常棒。城市本身地势较低，但高达30米的山冈沿着海岸向西和向南延伸。塔普苏斯只能从南、西方向接近，因为它附近有个咸水湖，长10.5千米，向内陆方向上有4.5千米宽。

恺撒向塔普苏斯进军，迫使西庇阿采取行动，“为了避免丧失最忠于他的塔普苏斯人和维吉利乌斯这样的奇耻大辱”。庞培阵营中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终于决定沿着群山的走向跟随恺撒前进，除非能够占领对他们有利的地势，否则就避免发动进攻。庞培军依计而行，在距离塔普苏斯12千米的城南扎下两座营盘，分别属于西庇阿、尤巴。

如前文所述，塔普苏斯城西有个咸水湖，即今天的莫克宁盐沼（Sebka di Moknine），湖海之间是1.5—3千米宽的带状土地。恺撒已经扎下了营盘，并在城外构筑了完整的封锁线，但西庇阿认为，从他的营盘出发，沿着湖海之间的这个狭长地带，依然能通往城市，为市民送去援助。重新召开军事会议之后，将领们决定强行打通那条通往城市的道路，尤巴留在自己的营盘里面，把守庞培军的两座营盘。但是，恺撒以其出类拔萃的洞察力料敌在先，为了破坏西庇阿的计划，抢先在狭长地带的中央构筑了一座堡垒，在里面驻扎了3个大队，足以吓阻像西庇阿这样小心谨慎的敌人。

西庇阿拔营背向大海，直奔前面的狭长地带。他没有深入到塔普苏斯，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迎面撞上了恺撒新修筑的堡垒。他完全可以采取强有力措施占领或绕过它，但新堡垒的修筑使西庇阿惊恐不安，几乎手足无措。他留在原地整整一昼夜都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行动，很可能返回了咸水湖南侧的营盘。现在，他决定尝试一下从湖泊的北侧绕过去。次日一早，他就绕过咸水湖，抵近了恺撒的营盘。在这里，如果他能采取积极行动，或许就切断了恺撒与勒普提斯和鲁斯皮那的联系，或者通过进攻恺撒的工事而大大加重对恺撒的压力。但是，西庇阿的磨磨蹭蹭，给了恺撒足够时间来完成工事，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牵制恺撒注意力的行动。

在一两天内，恺撒就将工事修筑得妥妥帖帖，工事的两端都延伸到了海边，构成了包围全城的半圆形。敌人完全被阻隔在塔普苏斯城外。西庇阿着手在咸水湖以北构筑两座营盘，分别给尤巴和自己使用，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于2月6日率军前往距离恺撒防线和大海都有2.25千米的一个地方，又着手构筑一个营盘。《阿非利加战记》没有记载他这样做的目的，观察当地地形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西庇阿采取的行动动机往往模糊不清，本来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他却消极被动，也不愿意迫近恺撒，除非他得到了坚固工事的掩护。

恺撒绝不容许一座坚固的营盘出现在他的封锁线附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决定立即进攻西庇阿，尽管他宁愿在拿下塔普苏斯之前推迟会战。发动进攻的时间点显然在西庇阿完成其新工事之前。命令代行执政官阿斯普雷那斯（Asprenas）指挥2个军团留守塔普苏斯封锁线之后，恺撒率领其余的军队出营向西庇阿开进。他将一半舰队留在塔普苏斯城下，命令另一半舰队驶向西庇阿的营盘后方，抵近海岸后，一得到约定好的信号，就在西庇阿的后方大张旗鼓、鼓噪喧哗，并且做好登陆的准备。

西庇阿在尚未完工的堑壕前摆开了三线战阵，第三线只用于构筑工事，由轻装部队支撑的战象被部署在左、右两翼。努米底亚骑兵位于左翼，其余骑兵和轻装部队位于右翼。他的左翼几乎到了海边。恺撒同样摆开三条战线，第2、10军团位居右翼，第8、9军团居左，中路布置了5个军团。侧翼面对西庇阿的战象，他把第5军团一分为二，得到弓箭手和投石手帮助的各5个精锐大队分别置于两翼提供进一步掩护。他的骑兵与轻步兵混编在一起。他亲自从一个军团步行到下一个军团，通过提醒老兵们回忆过往胜利来鼓励他们的斗志，通过敦促新兵们赢得同样的荣誉来激发他们的争胜之心。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地意识到，他们为之奋斗了好几个星期的决战，终于要打响了。

敌人却并不如此。西庇阿的部下因大吃一惊而惶恐不安，他们看到恺撒正要发动进攻，而他们的营盘还没有竣工。他们因修筑工事而体力不足，似乎群龙无首、秩序混乱。恺撒的部下能够看到敌人的队伍进进出出，仿佛对迫在眉睫的决战完全没有准备。恺撒的军团将士们恳请他立即发动进攻，因为他们从敌人的惊慌失措中看到了必胜的迹象。对新建部队而言，战象是一种陌生和可怕的巨兽，敌人的努米底亚骑兵数量庞大，除了在鲁斯皮那制造了灾难之外，几乎所有努米底亚骑兵都是骁勇、矫健的战士，有鉴于此，恺撒决定从长计议。就在统帅犹豫踌躇的时候，他的部下动手了。进攻实际上是由右翼的一名号手发起的，第10军团的士兵们强迫他在恺撒下达命令之前吹响冲锋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军纪涣散的事例之一。这令人想起发生在任务岭（Mission Ridge）的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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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任务岭事件并没有真正违反命令，只是在执行命令时过度亢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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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普苏斯战役




冲锋号声按照往常的方式，沿着战线接力重复下去，各个大队冲锋向前，无法挽回。见此情景，恺撒充分利用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发出了“祝你胜利”（Felicitas）的战斗口号，“摧动自己的马，急速向敌人的第一列冲去”。位于右翼的弓箭手、投石手和各个大队，为了对付战象而接受过特别训练，现在他们熟练地冲向战象，迅速用如雨而下的标枪、投石把这些巨兽打得受惊，它们转身将无数自己人踩在脚下，自顾自地跑回营盘，还堵住了营门，从而完全摧垮了左翼毛里塔尼亚骑兵的士气，令他们魂飞魄散、逃之夭夭。现在，两军的步兵线迎头相撞了。庞培的军团打得出人意料地出色，居然坚持了几个小时。日落时分，恺撒的军团依然没有获胜。经过一番英勇搏杀之后，西庇阿的右翼的士气逐渐垮了下去，继而中路也受到了传染。此后不久，整条战线就土崩瓦解了，向尚未完工的营盘溃退下去。恺撒的左右两翼军团很快就从两侧包抄了敌军侧翼，继而占领了庞培军几近弃守的工事。高级军官们担心被恺撒俘获之后前途未卜，面对大难临头的迹象手足无措，便从战场上溜之大吉了。看到长官们都逃跑了，全军彻底陷入恐慌，溃散成了没有阵型可言的小分队，各尽所能地逃出战场。新营盘中的战斗转瞬即逝，西庇阿的部下遭到集体屠杀，所有还在逃命的溃兵，向咸水湖以北的旧营逃窜。

与此同时，塔普苏斯守军沿着海岸发动了一次突围，涉水踏过海浪去帮助他们的战友，但是被驻扎在封锁线中的随营军奴和非战斗人员打了回去，这些人员是恺撒留下来准备攻打西庇阿的。

恺撒的军团紧追不舍。西庇阿、拉频弩斯、阿弗拉尼乌斯和其他将军已经溜之大吉，丝毫没有继续抵抗的迹象，他们的军队已经沦为一大帮逃犯。这帮人竭力在旧营中集结起来，他们在营中依然可以进行顽强抵抗，但群龙无首。看到没有军官在场，他们认为军官们已经逃进了附近的尤巴的营盘，便动身去找。结果，他们发现这座营盘也落入了恺撒之手，而且左翼被恺撒军包抄了，便立即逃到旁边的一座山冈上打算自卫。当追兵逼近时，他们惊慌失措，“按照军队中敬礼的方式，把武器低垂下来”，也就是做出了常见的投降手势。

投降无济于事。恺撒的士兵们愤怒交加，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手势。罗马民族天性残忍，与古代所有从军者一样，恺撒麾下的军团士兵们也具备民族精神，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指责恺撒的仁慈宽厚，他们已经打了三年内战，现在打算终结战争，结果完全失去了控制。尽管恺撒急于阻止罗马人流血，却也无法阻拦这股愤怒的狂澜。军团将士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不仅屠杀了武装人员，还分散开来疯狂砍翻了每个败兵，在疯狂情绪的支配下，他们杀掉了许多自己阵营内的罗马公民，有人高声疾呼说他们是战争的元凶，或者是庞培事业的秘密追随者：


这种事情一发生，许多罗马骑士和元老都害怕起来，纷纷退出战斗，免得也被这些士兵杀掉，这些人正因为已经得到辉煌的胜利而肆无忌惮，自以为无论犯什么罪行都会看在巨大的成功面上得到宽恕，因而，虽然所有这些西庇阿的士兵都在要求恺撒接受他们投诚，虽然恺撒自己也在一旁看着，要求士兵们宽恕他们，但他们一个人都没留下来。


军团的失控是对其军纪的最严厉批评。人们几乎无法将这种军纪废弛与几周以来恺撒麾下的军队联系起来。普鲁塔克说有几位作家声称恺撒由于癫痫发作而根本没有参加这场战役。这种说辞与其他地方的事实或可能性都不相符，如果有什么可以支持这种说法的话，那就是恺撒在会战开始和结束时，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对其部下引人注目的缺乏控制。他们在法萨卢的表现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少1万人被杀，64头战象被缴获。西庇阿的军队全军覆没。至于恺撒的军队，按照《阿非利加战记》的说法，损失是不到50人阵亡和若干人负伤。让我们想象一下，在19世纪，一支4万人的军队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损失，赢得一场决定性会战！

西庇阿、尤巴、拉频弩斯、阿弗拉尼乌斯和其他首脑人物的逃亡，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其中的多数人无法逃脱厄运的追逐，无论走陆路还是从海上逃亡，他们要么在今天毙命，要么在几周内完蛋。拉频弩斯前往西班牙。西庇阿上了他的船，但受阻于恶劣天气被迫去了希波（Hippo），随即遭到西提乌斯的进攻，在随后的行动中毙命。一些级别较低的人物逃到了乌提卡。

塔普苏斯城并没有在这场大捷之后开门投降，尽管恺撒正式要求守军投降，向他们展示俘获的战象，恺撒留下代执政官盖乌斯·雷比卢斯（Caius Rebellius）率领3个军团继续围城，派遣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率领2个军团去围攻孔西第乌斯镇守的提斯德拉，同时给予他的部队高度赞扬和丰厚奖励，第5军团被允许采用战象作为军团标志。恺撒率军启程，分别于2月10日和11日拿下乌兹塔和哈德鲁墨图姆，他在那里找到了西庇阿的库藏和大量军用物资。由此出发，他向乌提卡进军，墨萨拉（Messala）率领骑兵充当前锋。他急于抓住加图和躲进乌提卡的西庇阿的几名部将。

西庇阿率领骑兵全身而退，向乌提卡进发，但他的步兵却逃不掉。逃亡路上的帕拉达（Parada）拒绝他们进城，但被强行破门而入。为了报复遭到的拒绝，他们在城市广场上燃起大火，将市民的手脚都捆起来，连同所有不能带走的财物都扔进火堆。这番赤裸裸的野蛮暴行之后，他们向乌提卡前进，在这里他们也开始抢劫和屠杀，靠加图和苏拉·福斯图斯（Sylla Faustus）的赎买，他们才停手。加图试图煽动市民抗拒恺撒，但是，除了获得放这帮庞培党徒前往西班牙的准许之外，他一无所获，2月12日，加图自尽了。

加图是恺撒最有能力的对手。如果庞培党人没有将军事指挥权交给西庇阿，恺撒也许不会如此轻松结束阿非利加战役。加图死后，他的财务官路求·恺撒决定向恺撒献城投降，希望靠恺撒的仁慈大度来保全自己和全城百姓。苏拉纠集了一帮人马，退入尤巴的国土。

墨萨拉率领恺撒的骑兵先头部队很快就到了乌提卡，他在城门上设置了卫兵。恺撒紧随其后，于2月16日到达乌提卡，他轻易就被说服饶恕叛军的性命，但他惩罚这个罗马人建立的城邦缴纳20万塞斯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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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巨款，因为它曾经资助过瓦鲁斯和西庇阿。

国王尤巴与佩特雷尤斯一同亡命天涯，俩人昼伏夜行，逃到了扎马（Zama），尤巴的家人和资财都在此地。他的臣民拒绝放他进城，并吁请恺撒来剿灭他，因为尤巴曾经恫吓市民们说，如果他从战争中归来却没有获胜，他就会将自己、自己的全部财产和所有扎马人都付之一炬。恺撒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即亲自赶往扎马。一路之上，尤巴的许多军官和几乎全部骑兵都跑来向恺撒投降。恺撒赦免了所有人，使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坚定追随者。无奈之下，尤巴和佩特雷尤斯互相杀死了对方，双双毙命。3月6日，恺撒抵达扎马，没收了国王和那些依然武装反对他的罗马公民的全部财产，并将尤巴的王国纳为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留下克里斯普斯·撒路斯提乌斯（Crispus Sallustius）担任行省总督。

与此同时，孔西第乌斯放弃萨苏拉出逃。他的部队在逃跑途中杀害了他，夺取了他的财物，然后一哄而散。维里吉琉斯（Virgilius）在塔普苏斯向卡尼尼乌斯（Cani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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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西提乌斯击败了萨布拉，在返回恺撒身边的路上遇到了福斯图斯和阿弗拉尼乌斯，这两位已经率领部下逃出了乌提卡，他们约有1500多人，曾经试图洗劫乌提卡，西提乌斯包围和俘虏了整支敌军。那两位将军在一两天之后发生的一场兵变中被杀。西提乌斯的效劳换得的奖赏是基尔塔城，他在这里安置了他的非正规部队。

在所有曾反对自己的城市中，恺撒都没收和拍卖了叛乱分子的财产，又罚塔普苏斯和哈德鲁墨图姆及其商人各缴纳5万和8万塞斯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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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城镇也按照比例处以罚款。随后，他于4月14日登船前往撒丁岛，在那里用同样的手段惩罚他的敌人，再由此驶向罗马。5月25日，他返回了罗马。他总共离开罗马六个月，其中有四个半月是在阿非利加度过的。

从6月到11月，恺撒在罗马举办了四场凯旋式，分别庆祝他战胜高卢人、法尔那西斯、埃及和国王尤巴的赫赫武功。根据罗马宪法，内战的胜利不配举办凯旋式。在举办凯旋式的日子里，恺撒为罗马人民带来了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最壮观的场面，超过400头狮子和50头大象在斗兽场中生死相搏。早已承诺的慷慨赏赐被分发给了士兵们，百人队长的所得翻一番，军团指挥官和骑兵中队长的所得翻两番。除此之外，参战人员都得到了土地，尽管不是事先承诺的份额。恺撒当选为次年（公元前45年）的执政官，并被任命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他在罗马的逗留时间并不长。公元前46年11月，从阿非利加返回首都的七个月后，他被召唤到西班牙去镇压庞培余党发动的叛乱。

阿非利加战争一言难尽，令人费解。从一个角度看来，此战似乎是一个最难完成的任务，耗尽了恺撒的精力。另一方面，当我们注意到与他对垒的将军和军团的低劣素质，以及他处理对手的异常谨慎的态度时，此役似乎并不是一场像其他战事一样辉煌的战役。阿非利加战争的爆发，缘于恺撒在亚历山大陷入了无谓的政治纷争和有损个人名誉的温柔陷阱。他的拖延给了庞培派阴谋分子将近一年时间来策划反抗，并使他们能够在阿非利加组织和实施一场战役，在西班牙还有另一场。如果庞培死后，恺撒立即将兵锋指向他最顽固的对手加图和西庇阿，或者，如果他从一开始就率领多个军团，而非不到一个军团去亚历山大的话，那么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战役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不是在评价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也许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一位罕有其匹的军人的工作。在平庸将军身上不会受到关注的事情，发生在恺撒身上就会迫使我们吹毛求疵。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恺撒那应受谴责的习惯——以不够充足的资源贸然行事。他率领一半兵力前往希腊，被迫打了几个月的防御战。他只率领4000人乘船前往亚历山大，这一鲁莽行动引发了那里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他以少得令人发指的兵力进军本都，奇迹般地在灾难中反败为胜。他来到阿非利加时面临的处境，若非恺撒自己吉星高照，一定会让他一败涂地。这不仅仅是莽撞之举，还为后续行动带来了极大复杂性，远远超过每一场战役启动时就小心谨慎所能带来的复杂性。如果把这几个月计算在内，我们就会发现恺撒打的所有战役之中，有一大半是为了把他从自己挖的坑里拽出来。

恺撒的大部分战役，本质上要么缘于不必要的拖延，要么出自莽撞的盲动。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这些战役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伟大品质，在战争艺术方面教会了我们后人许许多多。

当恺撒清醒意识到阿非利加战事的危险时，他急于稳定局面和采取措施，导致他忽略了最司空见惯的预防手段。他一定知道，或者无论如何都能确定，在阿非利加与他作对的敌军人数。但是他显然毫无顾忌，与他当年只率领一半人马就从布隆狄西乌姆启程去追杀庞培一样，现在仅仅率领六个军团和2000名骑兵，就乘着比西庇阿的舰队弱得多的舰队，从吕拜乌姆扬帆起航了，当时正处于一年中风暴多发的季节，最不同寻常的是，鉴于海风吹散舰队的可能性不小，而且确实发生了，他居然没有提前指定这种情况下的舰队集合地点。恺撒需要好运才能克服这样的粗心大意带来的困难。等到他把部队集结起来，风向更适合出航的季节再采取行动，貌似是一个更为妥当的计划。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战定乾坤，打垮反对派。阿非利加战役的大半是为了避免恺撒的人数劣势——尽管恺撒控制着罗马共和国的巨大资源——所带来的自然后果，或者是为了搜寻他本应在起航之前就筹备停当的粮秣。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恺撒的处境比与之地位相当的伟大统帅都要严峻。其他的伟大统帅没有一位像他这样毫无必要地莽撞，也都没像他这样更依赖好运道，其他人都不曾拥有能让自己摆脱危局的超好运气。

恺撒身上有一种大胆与谨慎兼备的奇特气质，我们常常忍不住会相信，我们根本不了解他所处的工作环境。《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以一种含糊不清的方式叙述事情，从而迫使我们通过研究地形来补充他字面下的隐含意义。一个只有敌人的一半兵力就敢于在迪拉基乌姆封锁庞培，以同样的兵力在法萨卢仰攻山坡上的庞培的人，竟然不愿意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进攻西庇阿，这的确是个难解之谜。这个敢于策划和实施泽塔奔袭战的人——这场奔袭与波斯门前的亚历山大大军采取的游击行动不相上下——应该不会情愿穿过乌兹塔的山谷，或者至少会在奋力率军回营的路上进攻西庇阿，他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几乎无法理解。尽管如此，那位历史学家的说辞与实地地形还是一致的。相比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我们更了解恺撒身处的环境。我们不得不把恺撒的犹豫不决，完全归因于他的心情。

恺撒的机动一贯精彩纷呈。他构筑工事而不打仗的原因更难理解。恺撒本质上是一位斗士，他不像亚历山大，也不像腓特烈，但仍然是一位才能出众、积极主动的战术家。但是，他常常无缘无故表现出不愿意打仗的样子，即使他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夺取胜利。他的机动相当惊艳，以至于他渴望将机动升华为一种使敌人在他发动进攻前就陷入不利局面的艺术。他在塔普苏斯城下的犹豫，导致了这样的评价：他让会战万事俱备，而胜利是由部下赢得的。当恺撒兵力不足的时候，他的谨慎持重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当他的兵力可观的时候，他的谨慎却没减少多少。他在阿非利加的敌人绝非一个能人，西庇阿军团也不像恺撒的那样坚强。然而，过分的谨慎让恺撒给人留下的明显印象是，他在制伏西庇阿方面比解决伟大的庞培更加困难。他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正因为他是恺撒，我们才对他的犹豫不决感到困惑。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恺撒的举措、智谋、技巧和在小规模行动中的灵光乍现、对眼前问题的战略必要性的开阔眼界，以及他对所有计划的执行都为他打上了天才的印章。如果我们考虑时间因素，恺撒更是无与伦比的。在内战期间，从他进入战场开始，意大利战役仅仅持续了60天，伊莱尔达战役历时6周，伊庇鲁斯战役历时7个月，亚历山大战役6个月，本都战役仅有1周，阿非利加战役历时3个月出头，西班牙战役耗时也一样。当我们注意到，在伊庇鲁斯和亚历山大战争期间，从战役耗时之短、战果之大的角度上说，恺撒在各位伟大统帅的军事生涯中是无与伦比的。




[1]
 译注：查洛布英文版《内战记》，应为2000名骑兵。



[2]
 译注：《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不明，但可以肯定不是恺撒。



[3]
 译注：美国内战时期的查塔努加战役期间的战斗。



[4]
 译注：原文为20万（two hundred thousand），误，应为2亿（two hundred million）。



[5]
 译注：这个卡尼尼乌斯就是前文提到的，继续主持围攻塔普苏斯城的盖乌斯·雷比卢斯，此人的全名叫盖乌斯·卡尼尼乌斯·雷比卢斯，作者似乎很喜欢对同一人使用不同的称呼。



[6]
 译注：两个罚款数字都错了，分别应该是500万和800万。








第四十二章


西班牙（公元前46年12月至前45年8月）

罗马人将西班牙一分为三：位于北部的塔拉科嫩（Tarraconensis）或远西班牙，位于南部的拜提卡（Baetica）和西部的卢西塔尼亚。就在恺撒像在希腊击败庞培那样做战备工作的时候，奎因都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正在西班牙胡作非为。在内战的前几个月内，卡西乌斯作为人民保民官在恺撒手下出色效劳，征服西班牙之后，与原属瓦罗的几个军团被恺撒留在了西班牙。他的恶行遭到了西班牙民众的强烈反对，尽管他以其异乎寻常的慷慨维持住了老兵们的感情，但这是一种会破坏军纪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他通过残酷地压榨百姓来搜刮钱财，将这些钱浪费在军队并不需要的装备上面，让军人们过上了奢靡生活。他靠大把撒钱和提供装备，组建了第5军团和3000名骑兵。在法萨卢战役爆发之前，卡西乌斯接到恺撒的命令，要他取道毛里塔尼亚向努米底亚进军，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正在那里支持庞培的事业，而且还在为此招兵买马。如果有工作要做，卡西乌斯并不缺少活力，他正准备启程的时候，差点被他曾经伤害过的人刺杀了。好在他得救了，保住了性命，除了少数几人获许用1万到5万塞斯退斯的钱赎罪之外，其他同谋案犯都被拷打致死。这番历险之后，他变得比之前更加残暴。随后发生了一场叛乱，出现了将西班牙交给庞培党的危险，正因为恺撒一名部将犯下的暴行，帮助庞培的党徒再次死灰复燃。在西班牙的朋友们的要求下，恺撒派遣马赛的征服者德来朋纽斯去取代卡西乌斯。至于卡西乌斯，在起航离开那个对他满怀怨恨的省份时淹死在埃布罗河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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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小格涅乌斯·庞培在惨败于毛里塔尼亚之后，乘船前往巴利阿里群岛，最后到达并占领了西班牙南部的拜提卡，在当地受到因恺撒的部将们的暴行而疏远恺撒的多数百姓的热烈欢迎，被欢呼为“胜利将军”。他将德来朋纽斯赶出了这个地区；通过掠夺许多平民的财产、广泛的横征暴敛和高压手段，设法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塔普苏斯大败之后，许多庞培党流亡者，包括他的弟弟塞克斯图斯·庞培、拉频弩斯和瓦罗率领他们能保住的小股残兵败将设法投奔了小庞培。通过种种手段，以13个军团的残部为核心的军队被召集起来，置于时年24岁的小庞培
[1]

 的最高指挥之下，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缺少胆气和能力的年轻人。

拜提卡是一片被丘陵和河流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土地，有着丰富的资源、坚固的城镇和阵地，小庞培有很大机会把一场防御战拖延下去。这使得恺撒必须立即离开罗马。他原以为内战已经结束，但他的想法被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击得粉碎。公元前46年10月和11月间，他得到了消息。他首先派遣奎因都斯·费边和奎因都斯·彼迪乌斯（Quintus Pedius）率部前往西班牙，狄狄乌斯（Didius）率领一支舰队同往。狄狄乌斯在海上击败了瓦鲁斯，将其赶回卡尔特亚（Carteia）。公元前46年12月，恺撒离开罗马。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哪条路。阿庇安、斯特拉波和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断定，他在离开罗马的二十七天内就赶到了奥布科（Obulco）
[2]

 。据，他出海乘船不到三周时间就到了萨贡托，再用一周时间就到了奥布科。有一件事情似乎是确信无疑的，他从罗马出发后，不到一个月就到了西班牙，肯定比他预计要早，而且比他的部队还要早。在他抵达西班牙的谣言传播开来之前，他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到达后，恺撒从来自科尔杜巴（今科尔多瓦）的使节那里获悉，这座由塞克斯图斯·庞培镇守的城市防御薄弱，可以轻松拿下。庞培已经派出侦察兵去打探恺撒的动向，但这些人统统被俘。小格涅乌斯·庞培正在攻打乌利亚（Ulia）
[3]

 ——拜提卡地区最后一座与他作对的城市。为了解救乌利亚，恺撒派遣熟悉这个行省而且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路求·维比乌斯·柏基埃库斯（Lucius Vibius Paciaecus）率领由11个大队和一大批骑兵组成的部队出发。在一场暴风雨中，柏基埃库斯利用恶劣天气带来的黑暗和敌人的麻痹大意设法进了城。有了这支新来的生力军，乌利亚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坚守下去，除此之外，为了诱使小庞培撤围，大约在1月8日，恺撒决定围魏救赵，怀着一举拿下的希望向科尔杜巴进军。恺撒以骑兵开路，后面跟着一群精挑细选的重装步兵。当骑兵逼近科尔杜巴时，恺撒采用了一个计谋，当他们靠近城墙时，让重步兵骑上马，躲在骑兵后面，这样敌人就看不见步兵了。于是，科尔杜巴人冲出城外，攻打他们认为想要蹂躏他们国土的“骑兵”。随队步兵下马列阵，向敌人猛扑过去，出城的守军几乎片甲无归。但是，这场胜利没有换来恺撒想要的成果。

恺撒在科尔杜巴的出现和救援乌利亚迫使小庞培放弃了对马上就要投降的乌利亚的围攻，转而前往行省首府科尔杜巴，他的弟弟塞克斯图斯告诉他，担心自己对抗不了恺撒。很明显，小庞培对恺撒的到来准备不足，也没想到恺撒会亲自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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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战场




关于眼下发生的事件，《西班牙战记》的描述是以晦涩难懂的方式给出的。就像《阿非利加战记》一样，《西班牙战记》曾被认为是由希尔提乌斯·潘萨（Hirtius Pansa）编写的，但这两部《战记》肯定都不是他写的，它们的作者不详。读者必须全力解读行文。正文的大部分是非常琐碎的细节，重要的行动被一笔带过，甚至被完全省略掉了。地形是唯一可靠的指南，只要你猜测是或者可能是事发地点的地方，都已经得到了仔细研究和数据对比。发掘工作很少。有时候，有必要扭曲或修改某些段落的文意或文字，以使这些叙述与其他同样积极正面的资料一致。不过整体而言，我们对自己的总的立场有着合理适度的把握，但是关于西班牙战役的细节尚不完善，某些描述也缺乏连贯性。

1月10日前后，恺撒抵达拜提斯河（今瓜达尔基维尔河）河畔，发现庞培军控制着河上的唯一桥梁（图上位置A），河水太深不可能徒涉。因此，他在城市下游（图上位置B）沉下成篮的石块，作为建造桥墩的基础，在桥墩上面铺设桥面，将全军分为三部分，从桥上到河右岸，每一部都在对岸的适当位置上扎下一座坚固的营盘（图上位置C、D、E）。此后，他在河左岸建造了一座优良的桥头堡（图上位置F）。当小庞培从乌利亚撤围赶到科尔杜巴城下时，就在正对着恺撒的桥头堡的城南高地上安营扎寨，希望能途经旧桥进入科尔杜巴。

[image: ]
◎ 科尔杜巴




恺撒开始行动了，试图将小庞培隔离在城外，阻止其进城。恺撒以坚决要守住桥头的态势，“开始筑一道工事，向桥梁那边伸过去”（图上位置H），同时威胁着要截断小庞培通往城市的便捷通道，从而断绝他的给养。他可能在夜间出其不意地向桥南派遣一支部队，并迅速加固了桥头堡的防御工事，恺撒一贯喜欢用土木工事来确保安全。他沿着河岸向小庞培扎营的那座山冈脚下的桥头构筑工事线。

小庞培的计划当然是控制桥头，这座河桥的另一端位于城墙上的一座塔楼附近，事实上它可以让他更安全地到达桥头。对他的弟弟塞克斯图斯而言，在河桥南端设防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却舒舒服服地待在城墙内。小庞培看到恺撒的工事之后，开始构筑一道从自己的营盘通往河桥的工事线（图上位置I）。只要双方都不愿意为争夺河桥而战，那么构筑工事的速度就成了问题关键。

这场土木建设竞赛开始了，为了占据这座桥，双方发生了一系列激烈冲突。工地附近每天都会发生散兵冲突，双方都无法夸耀自己占了上风。大约在1月20日，小庞培终于发动了大举进攻，突破了恺撒的防线，打开了通往桥头的通道。战斗极其惨烈。军团士兵们近身肉搏，死于刀剑的加上失足落水而死的多达上百人，“双方势均力敌，不仅死者一批接一批，而且尸体枕藉，一堆又一堆”。尽管进行了激烈战斗，恺撒显然还是被打败了。小庞培占据了河桥，进入了科尔杜巴。恺撒在城下逗留了一段时间，希望迫使小庞培与自己打一场堂堂正正的会战，一举结束战争，但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在有利条件下开战，于是他放弃了夺取科尔杜巴的打算。鉴于长期围困并不可取，他撤走了部队。当恺撒撤军时，小庞培用许多投射器械加强了科尔杜巴的城防。

恺撒坚信自己可以通过攻打小庞培的南侧小要塞来取得更大进展，也许还能在行动中抓住一个会战机会。此外，占据一部分敌军的补给基地，是满足军队粮饷需要的最简单办法。位于科尔多瓦东南的阿特瓜
[4]

 是个城防相当坚固的城镇，坐落在拥有天险的高地上。恺撒选择这个小城作为第一次试水的目标。1月20日，他与以往一样悄悄调集自己的人马，在营盘里燃起夜间篝火来麻痹敌人之后，利用夜暗过河向阿特瓜挺进。那里有大量粮秣，而恺撒依然缺粮少草。这个国度多山，阿特瓜坐落在距离萨尔苏姆河
[5]

 大约1500米的一座高地上，萨尔苏姆河是一条狭浅的河流。次日清晨，恺撒到达了城下，立即对其发动围攻。他在城西的山冈上安营扎寨（图上位置A），在城周围构筑起包括许多堡垒的坚固封锁线，为骑兵和步兵哨所提供保护，又堆砌了一座土山（图上位置B），山上安置盾车和投射器械，做好了发动强攻的准备。古代的市民在城外几乎所有高地上都建造了瞭望塔，作为抵御蛮族的一种安全手段，它们在恺撒的工事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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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尔杜巴到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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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瓜




次日早晨，小庞培得知恺撒已经拔营而去，他的第一反应是兴高采烈地进了科尔杜巴城。他觉得自己在与那位伟大军人的比赛中先下一局。此外，鉴于他掌控着当地大多数城镇，冬季会对他更有利。

小庞培猜测恺撒要去攻打阿特瓜，而它是一座坚固的城镇，足以抵挡恺撒的攻势。当他听说阿特瓜确实遭到围困时，便出兵尾随恺撒，一周之后，在攻城行动取得重大进展之前也到了阿特瓜。在浓雾的掩护下，他的突然出现使他一举包围了恺撒的几队迷路的骑兵巡逻队，将他们全部歼灭。由于不愿意失去与科尔杜巴的联系，小庞培在恺撒营盘以西的山冈上扎下了第一个营盘（图上位置C），依然在萨尔苏姆河北岸。次日（大约是1月28日），小庞培改了主意，放火烧掉这个营盘，渡过萨尔苏姆河，在阿特瓜以南构筑了一座新营盘（图上位置D），从阿特瓜和乌库比（Ucubis）都可以瞭望到它，乌库比就是今天的埃斯佩霍（Espejo），当时是小庞培手中另一座坚城。尽管他率领13个军团在阿特瓜附近出现，就算没有给恺撒及其部队带来焦虑，也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小庞培也未能为阿特瓜带来任何援助，在双方的前哨冲突中，恺撒军通常会占据上风。

小庞培确实“拥有13个军团的鹰帜和旗号”，但没有一个军团是满编的，兵员素质也不怎么样。原属瓦罗麾下，后来投奔了恺撒的两个本地军团被恺撒交给了朗基努斯和德来朋纽斯，前不久又发动叛乱投奔了小庞培，其中之一是在西班牙的罗马殖民地中招募的，另一个曾跟着阿弗拉尼乌斯在阿非利加作战。其他部队多由庞培旧军队中的逃亡者、逃兵和西班牙人组成。因此，小庞培的四个军团可以说是老兵，其余的都是新兵。他有数千名骑兵，大约1.2万名辅助部队。恺撒有8个军团，以及后来增援的8000名骑兵。他的轻装部队的素质很可能高于小庞培的部队，数量也更多。不算辅助部队的话，两位统帅各约有5万人。那些筋疲力尽的老军人的感情是非常痛苦的，战争绝不会缺少暴行。

这个地区的特征是多山，城镇建在易于防守的高地上，小庞培因此能在不同的地点扎营，实施轻易而持久的防御。西班牙一贯以其防御性战争闻名。这个重峦叠嶂的国度特别适于防御。每个远离城市的小地方也都建在高地上，拥有设防工事，哨兵们无时无刻不在警惕地守望着。任何与当地人友善的人，都会拥有强大和能干的盟友。

登上这个国度的无数瞭望塔楼中的任何一座，你都会在每个方向上看到无数圆滚滚、光秃秃的高地，“仿佛一座所有屋顶都是圆形的巨大城市”。几乎所有山冈都适于扎营，每个转折之处都是易守难攻的阵地。

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保持良好的警戒视野，控制更多地盘，恺撒占据了一座合适的高地——波斯图弥乌斯营地（Castra Postumiana），在上面构筑了工事，它距离恺撒的主营约6千米（此处
 图上位置E）。它与恺撒的营盘之间有萨尔苏姆河相隔，对小庞培的营盘构成了威胁。小庞培还有一种想法，如果他进攻它，恺撒就会无法轻易脱身。他计划在夜间袭击这座堡垒，作为转移恺撒对阿特瓜的注意力的手段。2月4日午夜，小庞培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那里，但是在他动手之前守军就发出了警报，并迅速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从壁垒上向庞培军发射了无数矢石标枪，大大迟滞了他的行动。恺撒很快就得知了对手发动偷袭的消息，率领3个军团赶来，守军英勇的抵抗给庞培军造成了巨大杀伤，并且击退了敌军。

这时候，恺撒得到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增援部队。小庞培似乎再次担心恺撒的阵地会使他无法返回科尔杜巴，并让恺撒夺取该城。2月6日，他再次烧掉营盘，制造了撤军的迹象，向科尔杜巴方向撤退，渡过卡切纳河（Carchena），在他的第一个营盘南面安营扎寨（此处
 图上位置F）。恺撒的骑兵通过拦截来自科尔杜巴的粮草令小庞培陷入缺粮之苦，小庞培似乎更愿意撤回科尔杜巴，以便为士卒提供粮饷，因为他的所有给养都得从行省首府运过来。虽然大多数辎重车队到了他这里，但是有一次恺撒的骑兵截住了一列车队，将押运辎重的卫兵赶回城里。

恺撒继续把工事向阿特瓜推进。他每天都在工事线上增加堡垒，在土山上建造了一座塔楼，不久后就能攻击城墙上的守军了。为了摧毁这些工事，守军几乎每夜都从阿特瓜城内发动突围，但总是伤亡惨重，被恺撒军赶回去。他们用尽所有手段来点燃庞培的塔楼和投射器械。小庞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阿特瓜附近地区，他做了各种尝试来干扰恺撒工程，但没有取得太大成效。攻城者继续攻城，掘开或砸倒了很长一段城墙。

小庞培继续采取行动。他在恺撒营盘附近的河畔占据了一个高地，并构筑了一个堡垒（此处
 图上位置G），希望将恺撒置于不利地位，在阿特瓜附近发生的许多散兵战中，小庞培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能干的军人。一天，他精心挑选了一支步兵埋伏起来，突袭了恺撒的骑兵。这些骑兵下马作战，由于他们作为步兵打仗的本事不如作为骑兵的，因此几乎被压迫到恺撒的战线上，但是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接应，于是重整旗鼓，击退了敌人，令对手折损了数百人。

城中的守军不仅十分活跃，而且异常顽固和残忍，恺撒的部下也毫不逊色。守军由罗马士兵组成，考虑到塔普苏斯战后的大屠杀，他们害怕与恺撒达成任何协议，唯恐恺撒控制不住他的士兵们。守军杀害了大量倾向于恺撒的市民，将一些市民的头颅朝下掷下城墙。守军司令官弗拉库斯（Flaccus）巧妙组织了防御，将大量标枪、矢石和易燃物持续不断地投射到恺撒的工事上。

2月15日，守军与小庞培按照约定发动了一次突围行动，打得十分英勇强悍。小庞培偶尔会向城内发射携带信件的矢石、标枪来保持与守军的信息沟通。守军的目标是杀出一条路来，与主力会合。向围攻者的多处工事投掷出大量燃烧物和点燃的箭矢之后，他们于午夜时分从距离庞培营盘最近的城门冲杀出来，用柴捆填平壕沟，用挠钩和火焰摧毁恺撒的工事和兵营，它们大多是由芦苇搭建的。

他们十分狡猾，随身携带了大量银器和精美的服饰，打算将这些贵重物品抛洒到某些地方，让恺撒的士兵们忙于抢掠财物而无暇抵挡他们。小庞培待在他设在萨尔苏姆河畔阿特瓜一侧的堡垒里，在战斗中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他整夜都摆开战斗队形，接应阿特瓜守军的突围——如果他们能杀出重围的话。事实证明，城里的投掷器械非常有效。恺撒的一座木塔在猛烈打击下严重受损，第三层以上都垮了。恺撒军点燃了那座塔楼和它旁边的另一座，但守军的骁勇无济于事。士兵们的勇气和恺撒的指挥若定，足以将突围者赶回城里，同时也压制住了小庞培。

这时候，市民们派遣几名使节去见恺撒，探询能否获得恺撒的宽大处理，与此同时，庞培认定自己无法解救守军了。2月19日，城门向恺撒的军队敞开了，而恺撒展现了他的宽宏大度。

当小庞培获悉阿特瓜投降时，他确信恺撒会向乌库比挺进。他再次将他的营盘搬到河流的上游，阿特瓜西北的某个地方，在周围的山冈上构筑了工事，他的胆气就这样又壮了起来。他孱弱的表现未能解阿特瓜之围，也让许多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导致很多人抛弃了他，转而投奔了恺撒。小庞培决定惩罚叛徒，他处死了一些他认为亲近恺撒的乌库比市民。在他控制的所有城镇和地盘上都发生了类似的暴行。他的鼠目寸光之举，却对恺撒的事业大有裨益。

占领阿特瓜之后，恺撒将其营盘迁移到了河上游，距离小庞培的营盘更近的河对岸（此处
 图上位置K）。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将小庞培拖上战场，他极力谋求一战，小庞培却退避三舍。在拉频弩斯的指导下，小庞培明智地避免在开阔地上修筑工事，而是试图用饥饿来削弱恺撒。阿非利加和希腊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仅仅数日之后，恺撒于3月4日将他的营盘转移到距离小庞培更近的地方，但仍然在河对岸（此处
 图上位置L），他的部下向河岸方向构筑了一道工事线（此处
 图上位置M）。修筑它的目的并不明确，没过多久这就引发了一些激烈的前哨战。

恺撒的工事线一侧有个索里卡里亚城（Soricaria），小庞培在它南面的阿斯帕维亚（Aspavia）修筑了一个仓库。恺撒想夺取它的库存为己所用。他前进到索里卡里亚，渡过萨尔苏姆河，兴建了一座营盘（此处
 图上位置N），它的位置导致小庞培与阿斯帕维亚失去了联系。小庞培拔营启程，奋力向那个地方前进，却发现恺撒拦住了他的去路，正在修筑营盘。由于他谋求保住恺撒面前的更高的山冈（此处
 图上位置O），所以尽管作战条件不如对手，小庞培还是决定大打出手。恺撒一直保持着警惕。他向庞培的部队猛扑过来，而后者还在这座山冈的西侧爬山，恺撒的攻势相当精彩，将庞培军从山冈上赶了下去，继而追到山下的平地上，占领了山冈，然后来到山坡上，在敌人穿过山谷返回营盘之际杀了过去，击败了小庞培。有500名庞培军阵亡。

[image: ]
◎ 罗马胸甲




次日（3月6日），小庞培打算亲自找回场子，率军向那座山冈进军，恺撒的部下还在山上修筑营寨，小庞培派遣骑兵攻打恺撒军，抢在营寨竣工前占领了它。恺撒率部赶来，在山下较低的平地上摆开战阵，邀请小庞培进行会战。小庞培拒绝了。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恺撒收兵回营。小庞培派骑兵袭击了恺撒的后卫，又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在此战中，恺撒的轻装部队不得不冲杀上去才把骑兵战友们解救出来。战斗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扩大。

这次行动后不久，小庞培撤退到乌库比驻扎下来，两军之间每天都会发生零星战斗，主要由骑兵进行。

从庞培阵营出逃的人数暴涨到令其主帅不安的程度。为了抓住这些逃兵，小庞培采用了歪曲事实的手段，他向那些依然能掌控的城镇写信，说恺撒不会下山到平原上作战，只会老老实实留在山顶，这样才能避免在同等条件下遭到自己的攻击。小庞培精力充沛，喜欢打仗，但是他畏惧恺撒。他决定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为一些人鼓劲，惩办另一些人，希望依靠拖延战争进程来取得一些优势。




[1]
 译注：小格涅乌斯·庞培约生于公元前75年，时年约29岁。



[2]
 译注：今西班牙波尔库纳（Porcuna）。



[3]
 译注：今西班牙蒙特马约尔（Montemayor），在科尔杜巴以南30千米。



[4]
 译注：今西班牙特瓦（Teba）。



[5]
 译注：今瓜达霍斯河（Guadajoz）。








第四十三章


蒙达（公元前45年3月）

大约在3月10日，按照行文至此缺少细节、难以令人满意的《西班牙战记》的说法，小庞培拔营向希斯帕利斯进发，尽管此地叫这个名字，却肯定不是今天的塞维利亚。恺撒毁掉了设在乌库比的营盘，拿下了温提波（Ventisponte）之后尾随小庞培前往卡鲁加（Carruca），继续寻找与对手进行会战的机会。小庞培到了蒙达。恺撒跟在后面，面对他扎营。非常遗憾的是，那位历史学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些机动的细节。恺撒显然在竭力将小庞培压迫到一个他可以令对手陷入不利地位的地方。恺撒终于称心如意了，这一点可以从小庞培在蒙达的战斗中看出来。这些行军和反行军的原因，我们无法确切知晓。我们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恺撒终于成功迫使小庞培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小庞培明白，诡计和撤退都已经无济于事，但是，为了让他的盟友继续支持他的事业，他必须为此而战。我们只能通过地形和可能性来研判双方的行动。

看看我们能否填补《西班牙战记》作者留下的空白，重新构建这些机动的原貌。这场战役的有趣之处使我们有理由偏离《西班牙战记》的原文。首先，我们必须驳斥一些已经提出的关于蒙达地点的理论。

整场西班牙战役都疑窦丛生。一旦我们着手研究蒙达战役，这些困难就会无穷无尽。汉尼拔是在什么地方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问题，已经足够令人费解了，不过小圣伯纳德山口（Little St. Bernard）的路线似乎已经相当确凿了。无论如何，他能走的路线屈指可数。从阿特瓜到乌库比的半径为150千米的范围内，几乎没有一座头上有废墟、脚下有溪涧的山冈，没有能被宣布成恺撒取得西班牙辉煌胜利的地方。西班牙境内的山顶有罗马时代遗迹的山冈数量与意大利一样多。

蒙达战役的地点成了上百篇论文和书籍的讨论对象，其中有些文章是由西班牙科学院（Spanish Academy）出版的，它也是许多西班牙陆军工程师进行的许多地形勘察和研究的主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地点距离阿特瓜和乌库比周边的行动地点，并不像通常设定的那么远，肯定距离今天的芒达（Monda）、奥苏纳（Osuna）或者龙达（Ronda）不远。人们有充足理由相信这场会战发生在辛古利斯河（Singulis）
[1]

 以北而非以南。让我们来看一看。

恺撒一直在发动进攻，而小庞培忙于招架。这是恺撒的战略习惯，或者至少说是他习惯通过某种性质的行动，积极推动着敌人，直到他能在适当条件下迫使对手与自己会战。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对手能让他长时间进行防守。我们可以公正地假设这种行为准则是在这场战役中总结出来的。正如我们从《西班牙战记》中了解到的，在索里卡里亚之战之后，“对方惊慌万分”，在随后的行动中，小庞培拔营而去。恺撒紧随其后：


后来恺撒赶去攻打温提波城，该城投降后，他又赶去卡鲁加，正对着庞培的营寨安下营来。庞培因为这个市镇闭门不纳他的驻军，把它（卡鲁加）烧掉了……恺撒从这个地区进入蒙达平原，他一到那边，就面对庞培筑起营寨。


现在，《西班牙战记》提到的这些地点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发掘或其他方式来确定，所以不必太在意地名的相似性。依靠军事上的可能性，在保留给我们的非常简短和令人不满意的叙述中，对每字每句都进行权衡是比较稳妥的。

有无数价值大小不一的证据可以用来解释或支持当时敌对两军采取的行动。让我们牢记有关这场战役的主要叙述和特征，以免误入歧途。这些说法都指出，蒙达战场距离科尔杜巴并不算远。

由于在最近的行动中没有获胜，小庞培决定向海边撤退，以便与其舰队靠拢。恺撒对敌人的意图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让小庞培就这样逃之夭夭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恺撒很有可能对他的对手虎视眈眈，企图在小庞培渡过辛古利斯河之前，通过实施机动拦住对手的去路。辛古利斯河是小庞培与大海之间的一道醒目的屏障。恺撒将基地设在了奥布科，如果能把小庞培封闭在辛古利斯河与拜提斯河形成的三角地带内，他就有希望取得更彻底的胜利。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一旦小庞培明确表现出要撤离这个显而易见的死地，恺撒就向辛古利斯河进军，在对手动身之前抢占渡口，迫使敌人与自己进行会战。

如果两军都渡过了辛古利斯河，那位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像提及拜提斯河那样提到渡过辛古利斯河的事情。他没有提到渡过萨尔苏姆河，原因在于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它。辛古利斯河的渡口寥寥无几，毫无疑问的是，当时桥梁也很少，渡河的困难不小。

蒙达战役之后，我们又一次获知战败的庞培党人逃进蒙达和科尔杜巴避难。那么蒙达位于庞培军的背后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我们假定蒙达在更远处的辛古利斯河彼岸，小庞培撤离科尔杜巴而恺撒紧追不舍，如此众多的庞培军是如何途经一片恺撒军控制的山川纵横的原野而抵达科尔杜巴的呢？他们不愿意逃入距离战场最近的城镇避难吗？何况许多距离战场较近的城镇还在支持小庞培。从我们所知道的战后科尔杜巴遭到围攻一事来看，确实有数量可观的残兵败将逃进了科尔杜巴。我们通常知道，有些逃离战场的残兵，即使穿越敌人的战线也会逃到非常偏僻的地方，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数不会多。

《西班牙战记》的文本容易让人认为包括瓦勒里乌斯在内的一些残兵败将，在战役当晚就逃到了科尔杜巴。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蒙达在科尔杜巴附近。这段文字可能也在暗示恺撒的一部分人马从战场出发，在战役次日傍晚和第三天中午之间就从战场赶到了科尔杜巴，说明两地之间距离不远。这段文字还可以解读为，瓦勒里乌斯逃到了科尔杜巴，而小庞培向另一个方向逃跑，来到了距离科尔杜巴250千米的卡尔特亚（今天的直布罗陀附近），似乎蒙达距离科尔杜巴和卡尔特亚都很遥远。我们不能粗暴地解读这段文字，还得考虑一下其他章节。

输掉会战之后，小庞培“由少数骑兵和一些步兵陪着，急急赶向他的海军要塞、距科尔杜巴170罗里（约250千米）的一个市镇卡尔特亚”。他疲惫不堪地到了那里，说明他走了很长的路，身边只有一小队人马，说明这段路道阻且长，比今天的芒达到卡尔特亚的道路要艰难得多。现在，如果说战场不在科尔杜巴附近，或者在以科尔杜巴为首府的行省境内，而是在辛古利斯河以南的远方，为什么那位历史学家要给出卡尔特亚与科尔杜巴的距离，而不给出距离战场更近的某个著名城市的距离呢？

小庞培要去卡尔特亚的作战意图毫无疑问得到了军队高层的理解，如果他在去卡尔特亚的路上要渡过辛古利斯河，那么残兵败将们肯定应该去卡尔特亚，而不是遥远的科尔杜巴。但是，那位历史学家说，除了小庞培本人，没有任何人去往蒙达和科尔杜巴之外的地方。

那位历史学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从乌库比到蒙达的行军细节，只说恺撒去了温提波和卡鲁加。如果这段距离太远，尤其是路上还有率军渡过辛古利斯河这样的行动，而且河对岸的原野重峦叠嶂，他不该对此说点什么吗？他描述了阿特瓜附近的原野，而且当他提到蒙达时说：“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片平原地带，有连亘不断的山岭环绕着，只间或插有几片平原。”好像蒙达依然在同一个地段。

关于会战的消息传来之后，科尔杜巴就轻易开门投降了，好像是缘于恺撒的军队在附近出现而引起的恐慌。位于被许多人认为就是蒙达的地方附近的乌尔绍（Or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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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遭到了围攻。是否可以认为，它因距离战场太远而没有立即受到恐慌的传染？

至于今天的芒达，无论当地的地形还是《西班牙战记》的叙述，都不能证明它就是会战的发生地。在这一点上，蒙森显然是错的。

出于上述两个原因，龙达或龙达·拉·别哈（Ronda la Vieja）都更加不可靠。只有少数人支持这俩地方。

有人认为战场在罗莎·阿尔塔山（Rosa Alta mountains）附近。此说不通，因为如果这里是战场，那么乌尔绍城肯定会成为败兵的避难所。那里任何一处的地形都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战场情况。

又有许多人声称，蒙达肯定在乌尔绍附近，因为在蒙达使用的军事器械被运到了乌尔绍：


被留下来攻打蒙达的守军的费边·马克西姆斯，用一系列围困工事昼夜不息地围攻，被围困在里面的人开始动武，杀死了许多人之后，又再突围出来。我军没有错过收复该镇的机会，还把其余的人都活捉过来，达13000人之多。我军出发向乌尔绍赶去。这个市镇有巨大的防御工事捍卫，不论是人工建造的工事，还是自身的天然地形，都足以使它迎击敌人。加之，这个市镇除了在它城里有一处水源之外，在城周围大约8罗里之内，到处找不到水，这也是一件对镇上居民极有利的事情。再则还有，构筑防御工事所需用的材料，如通常习惯用来筑造塔楼和盾车的木材，在附近6罗里之内就无法找到。庞培为了市镇受到围攻时可以安全些，已经把该镇周围的所有木材都砍伐下来，集中到市镇里去。这样，我军出于不得已，只能到新近攻克的蒙达去运木材到这里来。


罗马人的军用器械并不难运输。亚历山大总是随军携带他的器械，就像我们携带野战炮一样。军团用的小型弩炮也随军行动。乌尔绍周围9千米之内，还有许多用于制造大型构件的树木，所以将大型器械的零件从蒙达运到乌尔绍是个可行方案，而可操作零件几乎可以轻松运送到任何地方，无论远近。此外，乌尔绍并不在从科尔杜巴到卡尔特亚的小庞培撤退的路上，而是位于从塞维利亚到马拉加的道路上，所以蒙达几乎不可能在它附近。《西班牙战记》说乌尔绍是“他们（围攻蒙达的军队）攻克的距离最近的城镇”。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蒙达在乌尔绍附近。它们俩似乎是抵抗恺撒最为顽强的城镇。如果它们距离很近，恺撒很可能会将围攻蒙达和乌尔绍的工作都交给费边去完成，以免一个城镇出兵干扰恺撒军围攻另一个城镇的工作。

对于自称这场伟大会战的战场的几个最重要地方，笔者就说这么多。我们充其量只能列举出否定的证据来反驳它们的主张。军事可能性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

恺撒的战役中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展示了一种或一类工作方法；在对存世文本的某些叙述感到不确定时，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作为向导。例如，在伊莱尔达战役中，恺撒通过不断实施机动，从而将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压制在一个狭小空间内。在阿非利加，他的所有机动都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进行的。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蒙达战役是在辛古利斯河以南进行的，难道我们不能通过类比来宣称，将其对手压制在拜提斯河与辛古利斯河限定的范围内，更像恺撒会使用的手段吗？

如果小庞培渡过辛古利斯河前往卡尔特亚，恺撒尾随其后，强迫小庞培与自己会战，他怎么还会有时间围攻路上的温提波呢？如果他这样做，小庞培一定会溜之大吉。恺撒抢先拦住小庞培渡过辛古利斯河前往卡尔特亚的去路，从而为围城争取更多时间，不是更具可能性的方案吗？按照恺撒的作战模式，来想象这位伟大统帅通过实施机动将小庞培逼迫到必须决一死战的地方，而不是认为他会穷追不舍，难道不是更有可能的吗？

这样的考虑使蒙达战役完全有可能发生在辛古利斯河以北。我们认为蒙蒂利亚镇（Montilla）是一个可能的地点。鉴于那位历史学家的描述并不十分明确，我们所需要的地形证据还是令人满意的，它的战略特征与我们可以想象的恺撒所做的十分契合。为了从历史陈述的碎片中，重构出一个大致的整体模样，我们不得不假设一些东西。

出于这一考虑，为了规划一场既符合可能性，又符合我们所获悉的情况的战役，让我们假定三个未经确认的地点：温提波是今天的普恩特·别哈（Puente Vieja）；卡鲁加是今天的普恩特·塞尼尔；蒙达是今天的蒙蒂利亚。前两个地方是这一地区仅有的渡过辛古利斯河的渡口，都有罗马时代的桥梁遗迹，而蒙蒂利亚拥有一个与《西班牙战记》的叙述非常吻合的战场。

索里卡里亚之战后，小庞培踏上前往卡尔特亚的道路，向辛古利斯河上的桥梁或渡口进发。他选择了卡鲁加作为渡口，但在这里被守军拦住了去路。与此同时，恺撒继续向温提波挺进，占领了它之后向卡鲁加进发，迎战小庞培。就这样，恺撒拦住了小庞培退往卡尔特亚的去路，小庞培选择了唯一一条路，向左返回他的老巢科尔杜巴。恺撒向右机动，一举截住了小庞培返回老巢的去路。恺撒可能希望将小庞培驱赶到今天的埃西哈（Ecija）周围的一片平原上。小庞培曾多次告诉他的同盟城市，恺撒以平等条件向自己挑战时，他一定高挂免战牌，因此他现在觉得有必要履行承诺。他也不是不能摆脱恺撒的追捕，就这样两军到了蒙达。

恺撒对小庞培与自己大战一场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他看到敌人居然决定会战时大吃一惊——会战是他最欢迎的事情。

这样的假设具有一定准确性，因为契合那位历史学家的叙述，而且更接近于军事上的可能性，其他假设则不然。

3月15日，小庞培在蒙达城下安营扎寨。次日，恺撒也到了，在东面一条今天叫卡切纳河的小河上扎营。小庞培的背后是自己的设防营寨和蒙达城，如果会战失利还可以退入其中坚守。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形势不妙。

恺撒于次日抵达（3月17日），他之前不相信小庞培会开战，当他正在打点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从间谍那里得知小庞培自午夜起就枕戈待旦，等待他前去会战，恺撒立刻“升起作为战斗记号的帅旗”准备开战。小庞培长期以来一直宣称，恺撒不愿意前来会战，是因为他的部队都是新兵，所以对他们半信半疑；这种说法加上小庞培处于绝佳的战术位置，使他更易于在一场全面交锋中取得更大胜机。

蒙达城坐落在一座向东倾斜的山冈上。两军营盘之间有一片大约7.5千米宽的起伏平原，平原上有一条小河，今天叫克里斯托瓦尔河（Cristobal）。恺撒本想用其他办法来智取小庞培，但一听说对手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他就亲自上场排兵布阵，等待敌人从山上下到平原上开战，他相信小庞培会这样做，因为小庞培拥有一些骑兵，在平原上作战比在山坡上更利于骑兵驰骋。但是，小庞培一直让他的军团紧靠着那座山冈和蒙达城。他的阵地特别稳固，他也不打算放弃有利地势。他将全部13个军团都推上前线。骑兵与6000名轻装步兵和6000名辅助部队都放在两翼。他可能弥补了先前的损失，或许还有5万人马。庞培军所处的山坡崎岖不平、易守难攻。在山坡的脚下，恺撒的右侧是一片溪流灌注而形成的低洼沼泽地。恺撒有80个重装步兵大队和8000名骑兵，无论如何恺撒的总兵力都不会超过4万人。他的轻装部队可能有8000多人。

由于小庞培没有前进的迹象，恺撒一方就跨过那片平原，来到面对小庞培的一个地方，作为引诱对手前进的手段。当军团已经抵达那片低地和小河，如果再往前走就要向上攀登小庞培驻军的那座山冈的时候，恺撒命令全军停下，召集军官们召开战前会议并指出，如果现在全军继续前进就会陷入不利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恺撒从来不喜欢充当进攻方，也不情愿在这里发动进攻。在某些偶然情况下，他与汉尼拔一样谨慎持重，但他与汉尼拔不同的是，他时而过于谨慎，时而极其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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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达战役





但这一指示传到人们耳朵里时，他们都认为一决胜负的机会又被耽搁了，感到十分不耐烦和愤懑。


将士们斗志昂扬，除了战斗机会别无所求。于是恺撒下达了前进命令，整条战线仿佛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一样向前移动，渡过了那条小河。恺撒军前进途中发生的短暂停步，让敌人更加相信恺撒的军团是因为畏战而踌躇不前，继而诱使小庞培下令全线下山前进了一小段距离。尽管他们因此放弃了部分地势优势，局面依然大好，他们也没有远离位于他们背后不到1500米的蒙达城墙的掩护。小庞培把这个城市当成自己的避风港。

恺撒的第10军团位于右翼，第3、5军团在左翼，骑兵和轻装部队位于左翼的顶端，其他军团位居中央。战斗异常激烈，双方的吼叫声都来自那些决心打垮对方的人，他们毫不留情，生死相搏。恺撒的军团以无比的勇猛杀向山上。庞培的士兵们用一阵猛烈的标枪雨迎头痛击，随后发动反冲锋。恺撒的部下军纪严明，打起仗来余勇可贾，庞培的军队咬紧牙关奋力厮杀，他们相信只有赢得这场会战才能拯救自己。他们还记得塔普苏斯战后的大屠杀。

就在猛烈的标枪雨从山上落下来之前的一刹那，年轻的恺撒军士兵们动摇了，恺撒的战线还没有完全与敌军真正交锋，就面临着被突破的严重危险。接着，庞培军从高处冲杀下来，就像愤怒的公羊猛冲直撞。庞培军的冲击力令恺撒的战线摇摇欲坠，完全遏制住了恺撒的进攻势头。两军战线像两名摔跤手，紧紧抓住对方，在激烈对抗中你来我往。战斗进行期间，双方的行列不断轮转往复，用长矛、短剑格斗拼杀。庞培军的处境有利得多，他们紧紧压制着恺撒的队伍。

经过几小时的近身肉搏战，恺撒战线开始流露出筋疲力尽的迹象，有证据表明全线崩溃的迹象让这位最铁石心肠的统帅都心惊胆寒。当时的危险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恺撒后来说，尽管他以前经常为胜利而战，而此战，或者说他的最后一战，是他第一次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战。他已经忘记了萨比斯河战役了。灾难的迫近把他身上的神奇魅力彻底激发了出来。也许除了阿来西亚战役之外，自从纳尔维人几乎歼灭了他的军团，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激发出全部能量，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他冲出队伍，令一些人羞愧不安，令一些人欢欣鼓舞，他责备落后的人，赞扬勇敢的人，用每一声呼唤来鼓舞部下的勇气。就像在萨比斯河畔那样，他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仗剑执盾，站在军旗之前。在他的亲自鼓舞之下，将士们才得以继续打下去。

毫无疑问，打了几个小时的战斗的成败悬于一线之间。是恺撒，而且只是恺撒，阻止了全军的溃败。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在战斗的最危急阶段，陷入绝望的恺撒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此举与那个伟人的一贯性格完全不符，我们不能把它当真。恺撒有能力在他的军团中冲锋陷阵，除非他被俘虏，否则不会在战场上自寻短见。

夜幕逐渐降下，双方都将最后一个人投入了战斗，没留一个大队当预备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没人能预料结果。恺撒的人马已经集结起来向山上仰攻，而小庞培的军队也由于坚持了这么久而备受鼓舞。双方的辅助部队都逃出了战场。双方都没有实施机动的机会了。胜负完全取决于纪律和勇气。一个意外事故都会打破某一方的战线，而这样的破坏一定是致命的。恺撒依然无处不在，他的努力从未松懈。他着了魔似的死守阵地，绝不愿意面对失败，向他一直宠爱的第10军团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吁：“对于把你们的将军交到敌军那帮黄毛孩子的手里，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他向老兵们咆哮，老兵们曾多次为统帅从绝境中夺取胜利，现在这些遍体鳞伤的战士们在统帅的刺激下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热情，向敌人施加了巨大压力。战线上的其余部队也抖擞精神加倍努力。小庞培被迫从他的右翼调来一个军团，来支援被第10军团的猛攻打垮的左翼。恺撒的骑兵自作主张地猛扑已经岌岌可危的敌军左翼，给予敌军沉重打击。这场战斗“脚尖踩着脚尖，刀枪擦着刀枪，盾牌碰撞盾牌”。胜利女神会落在谁的战旗之上呢？

机缘巧合决定了战局的走向。国王博古德与努米底亚骑兵在发动了一场骑兵冲锋之后，迂回绕过小庞培的右翼，杀向小庞培的营盘。见此情景，正在指挥这一翼的拉频弩斯派出5个大队去拦截他们。一看到这些敌军在向后移动，身处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的恺撒明白敌人实施这一机动的用意，断定这是他取胜的良机，他向部下高喊：“同志们，你们看啊，敌人在溃逃！”

这时候，庞培军也看到了这个向后的移动，认为他们的战线在什么地方被击穿了，便开始动摇。就像某件小事经常在战场上造成的影响一样，这一切在他们的队伍中制造了混乱，而恺撒的军中却胆气倍增。在恺撒的强大气场的感召下，整条战线又一次被激发起斗志，迸发出了超人一般的能量。这是获胜所需要的一切，这次努力成功了，恺撒军突破了庞培的战线，将敌人逐往蒙达城。

胜利到手了，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恺撒的8000名骑兵只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现在他们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势，很快就粉碎了贵族派的队伍。随后就是大屠杀了，3万名庞培军阵亡，其中包括拉频弩斯和瓦鲁斯，还有3000名罗马骑士。按照《西班牙战记》的说法，恺撒只有1000人阵亡、500人负伤。后面的数字反映了罗马人伤亡之间的吊诡差异，它使我们很难将罗马人的损失与今天的损失进行比较。在某些战役中，我们可以从他们独特的战术中了解到，为什么负伤的人比阵亡的人少，但是在蒙达，相关原因却并不明显。这可能缘于肉搏战，负伤者返回后方的机会很小。

恺撒缴获了小庞培的13具鹰帜、大量标帜和17名高级将领。胜利是压倒性的，大屠杀决定了战争走向。大多数庞培军残兵败将都跑到蒙达，于是围攻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恺撒军的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把死者的遗体都堆积起来充当矮墙，插上标枪充当护栏，上面再挂上盾牌充当胸墙。许多人头被插在长矛上，沿着封锁线摆上一圈，用恐惧震慑城内的守军。

按照几部《战记》的记载，恺撒在法萨卢的损失为200人阵亡；在塔普苏斯50人阵亡；在蒙达阵亡1000人。在每次战役中，敌军都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数字可能不准确，但在古代战争中，战败者的损失是可以达到今天不可能达到的程度的。失败总是意味着屠杀，恺撒是少有的例外。很少有将军会尝试约束胜利的部队。杀戮是古代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今天，杀戮是战争造成的一个不幸的意外事件，一旦敌军被安置在对战局毫无用处的地方，战争就算结束了。尽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屠杀，但是古代的一场战役的损失往往比今天少得多，因为当时每天都在发生双方都有伤亡的致命战斗。

小庞培逃出了战场，驰往他停泊在卡尔特亚的舰队。卡尔特亚是“距科尔杜巴170罗里的一个市镇”，距离蒙达约210千米。该城被攻克血洗了。恺撒留下费边·马克西姆斯围攻蒙达，自己向科尔杜巴挺进。小庞培的弟弟塞克斯图斯·庞培早已拔营而去了。在这里，第13军团英勇抵抗了恺撒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关于这场战斗的任何细节史料。恺撒的党徒在城墙里面纵火，恺撒杀入城中，杀掉了2.2万人，其中许多人是从蒙达战场逃到城里的。这场屠杀毫无必要，白白为恺撒应当负责的大屠杀名单中增加了一笔记录而已。

蒙达战役绝没有彻底粉碎反对派。庞培的党徒为自己的生存血战到底。希斯帕利斯是下一个被攻克的城市。攻克它耗费了一些时日。阿斯塔（Asta）和蒙达随后陷落。每个攻城任务都颇费了一些周章。卡尔特亚曾在小庞培手里，城内的一个党派打算抛弃小庞培，另一个党派要支持小庞培。他的追随者占据了上风，向所有敌人痛下杀手，残忍屠杀了他们。小庞培经海路逃跑，狄狄乌斯率领恺撒的舰队紧追不舍，经过一番罗曼蒂克式的冒险和为生存而英勇奋战之后，他被捉住、处决了。然而，狄狄乌斯的胜利是短暂的，其后不久，他就遭到了伏击，他的舰队被卢西塔尼亚人歼灭了。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费边夺取了蒙达，后来乌尔绍也落入了恺撒之手。忠于庞培的城镇继续顽强防守，恺撒及其部将们耗费了几个月才攻克了它们。

西班牙战争是恺撒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平定了整个西班牙之后，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还在有组织地对抗他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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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他动身前往罗马。但是，恺撒的荣耀是昙花一现的，次年（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遇刺身亡了。

在西班牙战役初期，庞培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他们未能充分利用。他们犯下一个在当时并不算稀奇的主要错误，他们蹂躏了那片对恺撒三心二意的土地，洗劫当地百姓。这种行为同时激怒了他的朋友和敌人，使恺撒得以争取小庞培的党徒，这些人本来因为曾在老庞培的手下共患难过而更愿意听从他。身为庞培党精神领袖的小庞培，制定的计划远非完美无缺，还以更蹩脚的方式执行。当需要执行一个作战计划，小格涅乌斯或塞克斯图斯需要出现在恺撒面前的时候，恺撒似乎是更没有能力来采取明智行动的一方。能在与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或恺撒这样的人对垒时大放异彩的将军屈指可数。除了维钦及托列克斯，恺撒的对手中几乎没有谁的军事声誉能在战后毫发无损。庞培曾经是个伟人，但在恺撒面前，他再也不是了。

恺撒从未被迫面对过马塞卢斯、尼禄和西庇阿这样的名将。即使与古代最伟大的统帅，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相比，这些罗马将军也赢得了历久弥新的声望。恺撒从未被迫面对这样的将军，事实上，他也没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由公民组成的军团对垒过。

恺撒与亚历山大很相似，遇到了许多半野蛮民族，但他的兵力劣势没那么大，他从未像汉尼拔那样，在如此不平等的条件下与文明军队临兵对阵。

在古代，伟大与平庸的统帅之间的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在遭遇失利时能够将自己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把部下的低落士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免遭获胜之敌的屠戮。亚历山大似乎不知失败为何物。汉尼拔经常面对失败，但从未陷入灾难，直到扎马战役爆发。恺撒总能把自己从失败的泥潭中拽出来，灾难从未降临到他的头上。

如果在蒙达战役之后，小庞培没有失魂落魄，他或许可以保住部分人马，如果退入还忠于他的行省或城市，或许还能招兵买马继续斗争下去。也许他无法改变战争的结果，但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战争，这对当时的恺撒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局面，因为罗马需要他回去解决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恺撒也无力承担军事上的困难。无论如何，小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都不是恺撒的真正对手。我们绝不能低估小庞培。他颇有一些优点，如果条件更好一些，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本事肯定更差一些。他们都不能与恺撒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可以让恺撒的任务更艰巨一些。

蒙达战役之后，恺撒从3月到8月花费了小半年时间来彻底平定西班牙，这一事实展示了庞培党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强大影响力，还证明了一个优秀军人即使吃了败仗，也很有可能无限期地继续坚持下去。然而恺撒的好运气总能让他在内战期间与平庸之辈对垒，他的天纵英才既体现在利用他们的缺点，同时也表现在他把战役的耗时缩短到短得出奇的程度。




[1]
 译注：今塞尼尔河（Xenil）。



[2]
 译注：今奥苏纳。



[3]
 译注：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图斯·庞培，在父兄相继败亡，恺撒离开西班牙之后，又在远西班牙继续活动，重新凑起一支军队。恺撒死后，他曾一度通过雷必达和安东尼谈判，达成谅解，由元老院任命他担任舰队指挥。当安东尼和屋大维在意大利颁布“大抄斩令”，大规模清洗政敌时，他又起兵反对后三头统治，封锁意大利。后来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弥塞努姆会谈划分势力范围时，他也参加了，分到了西西里、撒丁岛和亚该亚。但不久屋大维对他发动进攻，经过多次互有胜负的战事后，他终于失败逃到小亚细亚，公元前35年，被安东尼擒获杀死。








第四十四章


其人其战

普鲁塔克说：“恺撒生来就是要成就伟业的。”首先，恺撒是一位政治家，对于他来说，武器和军队是执行其政治计划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辅助其军事策略的治国方略。这位伟人的历史肖像是由强有力的手用多种色彩绘制而成的。我只是想为这幅肖像增添与其军事生涯有关的几笔而已。

恺撒身体修长、高大且体格结实。不断的体育运动和栉风沐雨让他身强力壮，他的肉体和精神力量之强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除了偶尔发作的“癫痫病”之外，他的一生中仅仅罹患过四日疟，此外再无患病记录。他的击剑技术高超，在许多战斗中都展现了舞刀弄剑的本事，只是他身为统帅很少有机会施展个人的勇武和魅力。他在游泳方面的大胆，在埃及救过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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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个优秀骑手，就像亚历山大有宝马良驹布西发拉斯（Bucephalus）一样，恺撒在高卢战争期间也有一匹自己的骏马，恺撒决不允许别人骑它，据说它的蹄子是分瓣的，像人类的脚掌，这也让恺撒独一无二，尽管这种事对于为他增光添彩没有任何价值。恺撒拥有很强的耐力，这从他非凡的旅行速度就可见一斑。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奔波，与他稳坐中军帐并无二致。

恺撒的面部特征是典雅和刚健，而非俊朗。他的半身胸像表现出高度发达的智慧和雄厚的意志力，在某些胸像中，他的嘴角流露出一种特别甜美的表情，却又丝毫无损于他的力量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脸上浮现的皱纹显示出他长期以来承受的巨大压力，他的鼻梁不像许多同龄人那么挺拔，步态也不如一般人灵活。令人遗憾的是，中年时他的头发日益稀疏，他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过花花公子的天性，总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为了掩饰秃顶，他很乐于戴着元老院投票赠予他的金桂冠。他目光犀利，人们对他的眼睛颜色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如深灰色、黑色。他的脸没有被风吹日晒成古铜色，反而有些苍白。终其一生，他的穿着都有一种高雅气息。他是一个经常泡澡的人，从未失去对梳洗打扮的兴趣。

恺撒或许没有亚历山大的王者之风，但具备汉尼拔那样的力量，他身上有一种令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能感到的刻骨铭心的劲头，那位马其顿人和迦太基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的率真耿直，在适合的时机一语中的的说服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博大的思想和精彩的言辞，使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倾倒，无论此人是高卢的蛮族国王，还是罗马交际圈中的名媛。作为一位演说家，他仅逊色于西塞罗，他调门很高，风格灵动。在私下交谈中，他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人。他一生都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他天生具备非凡的记忆力和专注力，经常同时向两位甚至更多秘书口授指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强大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广泛的旅行赋予他的一切，以及雄辩的言辞，一定会产生一种无可匹敌的吸引力。他就是万能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他所从事的一切事业的最高成就。

恺撒因与女性的关系而饱受责难，他的嗜好在当时很大众化。汉尼拔对于伊米尔恰（Imilcea）的忠诚值得赞赏，亚历山大对于亡命天涯的大流士（Darius）的王后斯塔蒂拉（Statira）礼敬有加。但是，当我们所说的道德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节制欲望或谨守男女大防是陈腐过时的东西时，恺撒作为一个饱经世故的上流人士几乎没有什么过错。恺撒的社会关系广。他被指控与许多朋友的妻子有染，无论真相如何，他的朋友们没有为此而与他争执。毫无疑问，他的风流韵事并不算下作，当苏拉要他与原配妻子离婚时，他断然拒绝，而当时许多更大的人物却这样做了。他敢于承担后果，此举为他赢得了高人气。对恺撒的指责中，有多少是出自罗马沙龙中的风言碎语，我们不可能说得清楚。

恺撒的日常生活习惯并不矫情做作。当他被奴颜婢膝的元老院称为“神圣的”，几乎就是罗马国王时，据说他依然生活简朴，尽管普鲁塔克说他的生活总体上豪奢阔绰，他在购置雕像、绘画、珠宝和其他艺术品方面出手豪爽。他有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摆的都是好东西，但他并不浮夸卖弄。作为卫道士（custosmorum），他严格执行了反奢侈法。他的一张桌子是为政界朋友准备的，另一张是为军界朋友准备的。他在饮食方面很有节制，但也很享受在餐桌上谈笑风生而引发的头脑风暴。不可否认，他年轻时曾纵情享受，但同样肯定的是，早年的放纵没有在他的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任何痕迹。他的体魄没有被任何罪恶所削弱，他的肉体和精神构造使他能够对抗它们的影响。

恺撒的成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母亲奥莱莉娅，他以与腓特烈对“王太后”付出的同样热诚回馈了她。奥莱莉娅一直住在他家里，直到寿终正寝。恺撒对姐姐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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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史学权威们对恺撒的评价各不相同，有些人指责他拥有一切罪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拥有一切美德，还有些人将所有罪恶和美德都扣在他头上。直到最近几年，人们还习惯于将恺撒看作“怪物”，罗马的许多大人物也都这样称呼过他。现在，评价的钟摆又摆回来了，我们有忘记罗马作家们告诉我们的话的危险。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作为一位法官表现出了恶贯满盈，他采用贿赂手段，脾气急躁而暴烈；他被怀疑用毒药除掉了一个敌人；为了迎合他的朋友，他借款不计利息；他用屠杀手段洗劫卢西塔尼亚，抢掠高卢神庙；他秉性贪婪，言语夸张；他还被怀疑策划了一场阴谋，企图谋杀元老院中的一个政敌，发动政变。其他作家为我们出具了许多类似的罪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手段来评估这些指控。我们必须将它们一一记载下来，放在我们给予恺撒的评价中的适当位置上。这么做之后，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除了让我们看到恺撒超群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之外，还构成了一个周全的人格。

从年轻时代开始，恺撒就避免与人争吵，他有其他解决争议的手段，既可以妥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说服对手。他的本事高人一筹。他生气的时候，也很容易平静下来。即使气急败坏时，也不抱恶意。

恺撒的友谊真挚持久，诚恳磊落。他慷慨友善，为了生病的奥皮乌斯（Opp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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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自己的沙发，睡在地上。除了少数例外，他的友谊一直很稳定。在他的宽宏大度的情感中，没有狐疑猜忌的空间。他不相信拉频弩斯会抛弃他。当拉频弩斯这样做的时候，恺撒向庞培的朋友们提出，如果他们愿意，都能自由加入庞培的阵营。他忠于朋友们，这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感情，尽管恺撒也利用他们，但对于他们来说恺撒也是有用的。当他宽恕了一个敌人之后，就不再怀恨在心了。他为在元老院重立苏拉和庞培的塑像而产生的自豪感，与在卡皮托山上更换马略的战利品而表现出的勇气不相上下。

就算恺撒仅仅是一名军人，他也可以与其他伟大统帅相媲美。他是在共和国废墟上奠定帝国基础的政治家，也是在大城市建立图书馆的学问赞助人；他让罗马充满了科学、文化和文学学者；作为立法者，他起草的法律依然主宰着全世界的法律体系；作为学养渊博的学者，他下令修订了历法；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没有什么是过于复杂而理解不了的，没有什么是过于宽泛而无法涉猎的。恺撒确实是“全世界第一人”。

在恺撒那一代人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实事求是。他符合卡莱尔（Carlyle）对拿破仑的评价：“这个人对现实拥有某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感觉。”他绝不是理想主义者，但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每个具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具备的。他能够冷静地看穿事物的本来面目。恺撒根据一系列事实，很少得不出正确结论。传统对他很有价值，因为它们能影响弱者的思想。作为大祭司，他既不固执也不过于天马行空。他的思想不受罗马诸神崇拜的影响。诸神崇拜对罗马国家有独特价值，对个人而言却无足轻重。

恺撒在才略和品格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判断很少出错。他的思想之理智，生活之和谐，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生活中，他从善如流而非刚愎武断。他也有一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他的直觉、对他人的判断力和对他人的行动的猜测能力，都是敏锐犀利的。

虽然承认恺撒拥有上述品格，但绝不能假定恺撒是完美无缺的。他被指控很可能犯下了一系列显著的错误。当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常常不择手段，这个缺点是无法掩饰的，可以说这是他那个时代的过错。他决不允许任何事物妨碍他实现自己的目的。当他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动手时，他就会不择手段，比如他借了一笔巨款，除了用从一个行省政府那里榨取来的钱偿还外，没有其他偿还手段。作为一个宽宏大度、和蔼可亲的人，他被指控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亚历山大的暴行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据说，他从未杀害一个克利图斯（C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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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野蛮地残害过一个巴提斯（Batis）
[5]

 ，更没有火焚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但是，他用法外酷刑处死过阿克果，处决了文内几人的全部元老，因为他们以爱国之心奋起抗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安皮奥列克斯的罪孽而向厄勃隆尼斯人实施可怕的报复，在短短一个下午，就残忍屠杀了43万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他在高卢屠杀的人超过了100万，对那些命运比死于刀锋还要悲惨的人毫不在意。尽管我们从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但我们依然无法收回对恺撒个人品格的尊敬和景仰。

直到中年，恺撒依然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家。这时，他又有了希望：只要自己能掌握政敌们引以为傲的军事资源，就可以取得自己所追求的成功。那些把恺撒放在纯粹爱国主义层面上，声称罗马和希腊的复兴是其主要目标的人也必须承认，他主要是通过飞黄腾达来实现目标的。他赢得了他所追求的一切。他是一位天生的统治者，后来成为披着共和外衣的国王。堆砌在他身上的荣誉和头衔简直荒唐至极。在此之前，军事头衔“胜利将军”（皇帝）成了他名字的前缀，并在他的家族中世袭。他被称为“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被欢呼为神圣的尤里乌斯（Divus Julius），被任命为任期十年的执政官，他的塑像树立在每个城镇，并为了纪念他而铸造了奖章。人们把金质的座椅和鎏金的战车送给他。为他建造了凯旋门，还有一座和谐（Concord）或仁慈（Clemency）神庙。他被授予人民保民官的荣誉，让他的人身和人格都神圣不可侵犯
[6]

 。

很难说这一切中的哪一些是出于元老院的感激，哪一部分缘于虚伪的奉承，哪一部分是敌人的行动，目的是试图削弱这位独裁者在民众中间的声望。很难说恺撒有多喜欢这种个人崇拜，抑或多么嗤之以鼻。他谢绝了一些荣誉，却接受了另一些。他在罗马七位国王的塑像旁边加上了自己的塑像，他穿着阿尔巴旧国的服装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某种仪式，尽管他天性朴实。恺撒是唯一统治者，元老院成了一个纯粹的顾问团。他承担了元老院的职责，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出现了。奥古斯都在作为皇帝方面还不如恺撒。

也许恺撒在内心深处并不在意这些华丽的金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个城市感到不自在，也很不安全。然而他贪求名誉，他赢得了群众的掌声。不可否认的是，他有某种简朴的习惯。虽然他很清楚敌人不计其数，但他还是形单影只，不携带武器。他拒绝接受别人献给他的王冠，也许是因为他在王冠上看到了陷阱。毫无疑问，如果他继续活着，肯定会公然成为奥古斯都的样子，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而机会从未降临。

他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他的工作浩大艰巨，却结出了丰硕果实。尽管人口减少了，高卢还是再次繁荣昌盛起来，商业和农业蓬勃发展。他在法律方面的修改影响深远：“各国的政治生活在两千年中一次又一次回到恺撒划定的轨道上。”作为卫道士和法官，他实施的惩罚严厉而明断，尽管苏维托尼乌斯对他颇有微词，我们也得公正地采信。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由于他的治理而变得更好，至少他为此奠定了良好基础。

恺撒最后一次返回罗马时，由于精神紧张，体力明显下降了，但依然精力充沛。他为将来制定了宏大的计划。他打算排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为台伯河（Tiber）开凿一条新水渠，改善道路，打通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他计划对帕提亚人发动一场远征，打算不久后就开战，以便像他打的其他战争一样巩固国家的边疆，这时他的末日到了。

冒着连篇累牍地重复评价的风险，总结一下这位军人的所作所为还是不错的。恺撒具有伟大统帅与生俱来的品质。当接受高卢为他的行省时，除了在卢西塔尼亚战役中获得的训练之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将军职务方面的培训。他对古人应该了解的大规模行动一无所知。战役的指挥运筹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能力，对于军事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他的个人学识。今天，军事院校的学生会得到更广泛的教育，伟大统帅们的战例是他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没听说过古人接受过这种系统军事教育，古人顶多接受过大致的指导，而且没有超出军队战术和后勤需要的范围。。战略作为一门可以教学的科学，依然不为人知。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精通书本上的战略知识就能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个性是成功的一大半，个人天赋最有决定性。但是，个性加上受过良好训练的智力，是产生最丰硕成果的必要条件。今天，只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才管用，而在古代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当时就像现在和将来一样，将军的才智会赢得胜利。

恺撒就是自己的战争导师。他在高卢自学成才，靠犯下许多错误完成了自我培训。在内战中，恺撒所犯的错误较少，而这些错误通常是由于他过度急于完成自己的工作。从各方面看来，他的行动几乎没有失误。

我们已经考量了高卢战争的计划，顺便概括一下内战的战略计划。在这场战争中，恺撒明智选择了他要争夺的帝国中心——意大利，作为首要目标。这符合他选择进攻重点的一贯习惯。他从不采用间接手段，总是直奔要害。由于他的直截了当和积极主动所带来的心理优势，在渡过卢比孔河后的六十天内就占领了整个亚平宁半岛。

恺撒占据意大利后，发现自己三面受敌——西班牙、希腊、阿非利加。他掌握了一个中央阵地，可以三面出击。如果他能守住罗马，就可以将三大块敌人逐一击破。要掌控罗马和发动进攻，需要两大条件：军团和速度。对于前者，算上必不可少的分遣队，他的兵力弱于对手；至于后者，他证明自己远比庞培强。

我们认为，恺撒的上策是立即进攻希腊，庞培及其主力就在那里。这符合恺撒向敌军长驱直入的习惯。我们不得不猜测恺撒没有这样做的原因，而《内战记》没有明确给出解释。这本书告诉我们，庞培控制着大海，恺撒担心集结一支舰队会耗费很多时间，期间他不仅会被迫无所作为，庞培的老兵军团会“为了他的利益而巩固西班牙”，征集更多新兵，更危险的是他们会从西班牙出兵入侵高卢，令他腹背受敌。恺撒了解庞培，正确判断了他的秉性。相比于断定庞培会老老实实待在伊庇鲁斯，恺撒对于庞培的部将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做同样的事更不放心。这样的推理不能说服我们，但推理指导下的行动却获得了成功，因此，我们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无须再质疑。

西班牙战役和马赛攻城战，无论多么迅速，都耗费了足够长的时间，才迫使恺撒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季节返回意大利。恺撒从不坐等。在永不枯竭的精力的驱使下，他率领半数军队渡过亚得里亚海到了伊庇鲁斯，因为他没有可供运载全部兵力的运输船。显然，途经以利哩古行军会是更加明智之举。以利哩古是他自己的行省。从波河途经以利哩古到伊庇鲁斯，几乎与波河到布隆狄西乌姆的距离相当，而且他的大部分兵力正是在波河流域集结起来的。恺撒率领有限的兵力抵达伊庇鲁斯之后，以无与伦比的精力和好运气固守阵地，直到五个月后与马可·安东尼会师。

面对一个更加能干的对手时，恺撒的表现如何是个值得揣摩的问题。他将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庞培的懒散被动之上。为什么安东尼在伊庇鲁斯的出现对于战局至关重要时，他没有奉恺撒之命经以利哩古行军呢？只有一种解释：恺撒和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盼渡过亚得里亚海的机会。

在迪拉基乌姆采取的行动导致了显而易见的失败，直接原因是他的行动只能依靠奇迹或意外才能成功。他能够在灾难之中拯救自己，是因为他是恺撒，而对手是庞培。他将军队从千钧一发的险境中拯救了出来，与多米提乌斯巧妙会师，以一种堪比腓特烈的无畏精神，在法萨卢进攻并击败了庞培。这一切都是如此辉煌灿烂，他犯下的错误被理所当然的成功掩盖了，所有批评都惨遭否定。

这场决战决胜之后，恺撒率领一小队人马，急如星火却又粗心大意地踏上了追杀庞培之路，一直杀到亚历山大城。他在政治上犯了一个错误，当罗马世界还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他却让自己陷入了埃及的琐碎事务之中，他在亚历山大被一群蛮子封锁起来，尽管他用3个高卢老军团就足以将他们打垮，他却完全固执己见，直到被米特拉达梯解救出来，他与克利奥帕特拉在温柔乡中厮混了两个月，而他的敌人却日益壮大。再加上至关重要的本都战役造成的拖延，恺撒浪费了一年的大好时光，使庞培党人控制了阿非利加。然而，我们可以欣赏他在亚历山大战役的细节中展现出来的文韬武略，以及通过成功解决埃及问题所展现的大智大勇。很明显，恺撒一度忘记了他那以全世界为表演舞台的宏图壮志。他犯下的错误是艰苦斗争的根源，在后来的时日中，庞培党人令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当恺撒被迫再次拿起武器让阿非利加臣服时，他的过分大胆驱使他在一年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乘船前往非洲大陆，却没有为他的舰队指定一个会合地点，而这种不幸的事故偏偏在阿非利加海岸发生了，就在一年前，同样的意外也在伊庇鲁斯海岸发生过一次。这个掌握着整个罗马国家的丰富资源的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只有招架之功，沦为一个连担任副将都不称职的家伙，直到他能够集结足够的兵力去发动进攻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陷入了随便一个能干的对手就能置他于死地的险恶局势之中。正是恺撒的好运气才让西庇阿取代加图成了贵族党的总司令。我们必须从他的行动局限性来追溯这种危局和筹集粮秣的困难。与此同时，他身处的险境与他手中的资源的丰富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把他的部队重新招募到适当的规模之后，我们就开始寻找他立即发动强有力攻势的迹象。但是我们大失所望了。尽管面前是一支不怎样的军队和一群蹩脚的将军，恺撒却没有冒险。他的胆大妄为暂时不见了。他在玩弄汉尼拔被迫才使用的把戏，当时汉尼拔面对着由优秀将军指挥的数量3倍于他的军队，与那位迦太基人相比，恺撒看起来优势不大。但是，当他用漫长的机动寻求的战机到来，在有利条件下迫使西庇阿走上战场时，恺撒，或者说恺撒的军队，很快就使他在塔普苏斯取得了辉煌胜利。

随后是为了剿灭庞培党残部的西班牙战役。在拜提斯河上的巧妙机动，以及来之不易的蒙达战役和随后的攻城战又花了半年多时间。我们对这些行动的了解比我们希望的少。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让恺撒更加光彩照人。

显然，如果恺撒更加理智一些，内战可能只用一半时间就结束了。但是，战争一开始，他就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季节，只率领一小部分军队远征伊庇鲁斯，他在发动阿非利加战争时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亚历山大和本都战役介于其他和更重要战役之间，从而使恺撒未能在天气适宜的季节发动更重要的战役。这些事件都源于恺撒自己的决策。如果他在公元前49年秋季之前，经陆路向伊庇鲁斯进军，如果他在公元前48年春季率领一支规模适当的军队前往阿非利加，那么庞培派联军可能在同年就灰飞烟灭了。虽然犯下了这些错误，他还是在较短时间内赢下了每一场战役，这要归功于他那非凡的才略、惊人的好运和对手的孱弱。也许，在一段罕有其匹的历史记录中指出疏失算是吹毛求疵，然而疏失还是显而易见的，汉尼拔从来没犯过这样的错误，亚历山大也没有。

从更宏大的角度来说，内战是一场类似高卢战争的征服战争。恺撒对于完全控制罗马还是心满意足的。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的政治和军事举措还是那么令人钦佩。他一直在进攻，除了一场过于急切的行动造成的被动局面，他从未陷入防御局面。他不断在奋进，就像在高卢战争中一样，为了在对手准备妥当之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可以说，庞培作为海洋的主宰，会确信他从陆上采取行动，并且为之做好了准备，这是恺撒没有从陆上向庞培进军的合理理由。据称，恺撒在冬季向身处伊庇鲁斯的庞培进军，是为了出其不意，智取敌人。可以说，出其不意突袭贵族派就是恺撒在冬季发动阿非利加行动的目的。因为恺撒一贯会将部队安置在冬令营中，但是，这些说法不能掩盖他的准备不足、行动仓促。

恺撒的侦察系统一贯不错。他在内战期间，比在高卢更易于收集关于敌人计划的信息。他身处有许多他的追随者的国度中，有时候支持他的人还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从敌人阵营投奔他的逃兵就更多了。庞培也有类似的优势，只是优势较小。逃亡浪潮对恺撒有利。恺撒利用他的轻骑兵进行侦察以获得更大优势，而且在搜集情报方面总体上比对手更加积极。

尽管恺撒的兵力一直较为薄弱，但他的军队在军纪和士气方面高于对手。他没有多少辅助部队。他觉得如果没有他们，军团士卒们会更加强悍。他保留了足够的辅助部队用于散兵战，但并不像当时通常的那样在意他们。

在内战期间，恺撒使他的军队高度集中。他很少分兵行动，除非为了筹集粮草不得不如此。在第一次西班牙战役中，他在马赛留下了3个军团，自己率领6个军团去了西班牙，4个留在西西里，1个留守撒丁岛，其他兵力镇守意大利。如果兵力更少，他就保不住已经征服的领土。当恺撒集中了自己的兵力时，他会不断想方设法使对手分散兵力，或者使对手们无法集中兵力，这样就能各个击破了。

恺撒的打击目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目标往往是敌人的军队。公元前49年，恺撒的目标是布隆狄西乌姆，当时庞培的军队正试图从那里离开意大利。作为主要海港，如果他将庞培赶到海峡对面的伊庇鲁斯，掌控它就获得了保卫罗马的优势。他后来的目标是比利牛斯山的隘口，用于打开前往西班牙的通道；伊莱尔达，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雷尤斯驻扎于此；迪拉基乌姆，是为了夺走庞培的补给基地；法萨卢，换句话说就是敌人的军队；亚历山大城，他认为那里是庞培的藏身之地；尼罗河三角洲上游，托勒密在那驻军；小亚细亚的泽拉，他可以在那毫不迟疑地打击法尔那西斯；鲁斯皮那，敌军附近的一个次要基地；乌兹塔和塔普苏斯，敌人的仓库；乌利亚、科尔杜巴和阿特瓜，都是敌军驻守的重要城市；还有蒙达，在那里他可以与小格涅乌斯·庞培决一死战；他选择的每一个目标，都是他给予对手心脏的沉重打击。恺撒对他的工作从不游移不定。他的眼光、思想和行动都直指要害。“我来，我见，我征服”很可能就是他的座右铭，而不是仅仅用于一场战役。

恺撒多次因粮食短缺而陷入困境。他在筹集给养方面不如亚历山大稳妥，也不如汉尼拔谨慎。他过度急于进入战场是问题的根源。尽管经常遇到困难和风险，恺撒总能想方设法让部下有饭吃。在进攻战役中，敌人容易控制补给。恺撒在给养方面相当谨慎，他采取的行动往往不受粮秣问题的局限，除非饥荒迫在眉睫。他已经准备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粮秣方面他经常犯错误，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不错的后勤补给官。

就像在高卢战争中那样，恺撒在内战期间青睐在开阔战场上作战，但有时候他不得不在防御工事面前停下脚步，耗时费力地围攻它们。根据当时的习惯，他在几乎所有战役中，都在开阔地上迫近敌人。他不像腓特烈或亚历山大那样一身都是胆，他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受到诱惑而去进攻堑壕或坚固的阵地，但对于接受平等的会战，他会毫不迟疑。

恺撒实施的机动和封锁都规模宏大。他实施机动的目的是为了会战、规避敌人或前往仓库。在内战中，这种情况比在高卢更为频繁，恺撒已经获得了自信。最早的机动战例是在伊莱尔达。在泽塔实施的行动是个优秀范例。

在逆境之中，恺撒顽强而坚韧。他从未灰心丧气过，也从来没有惨败过。在迪拉基乌姆之战后，他像一个胜利者那样撤军，而非一个惨遭失败的将军。他没有流露出丧失自信的迹象，他为军团开脱了失败的责任，从而振奋了士气，他采用花样百出的小行动来激发军队的勇气，例如夺取戈姆菲，直到他们再次感觉到，即使庞培军的人数是他们的两倍，他们也能战而胜之。这种应付逆境的能力比其他任何能力都更能体现恺撒的天才。从来没有人像汉尼拔那样展示过这种能力，但它却是恺撒的鲜明特征。

恺撒在内战中采用的战术与在高卢时的大致相同，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以适应对手也是罗马军人的事实。他的攻势不如对高卢蛮族那样简单明了。在伊莱尔达，双方用长矛格斗了5个小时才拔出短剑。

在战斗中，侧翼移动颇为常见。两军统帅的主要任务都是突破敌军的战线，或者击溃敌军的一个侧翼。恺撒的战术很简单。在他的战役中，罕有像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Leuctra）或曼丁尼亚（Mantinaea）采用的斜线阵型
[7]

 ，亚历山大在阿贝拉（Arbela）
[8]

 的楔形阵型，或者汉尼拔在坎尼的收缩新月阵型等耀眼夺目的战术阵型。恺撒实施战场机动的一个战例是在鲁斯皮那。这是个优良的例证，但规模不大。还不清楚为什么他没有从其他统帅的战术经验中汲取营养，他似乎并不认为会战中的宏大战术适用于他。他发动的几乎所有交锋都是按照简单的平行阵型进行的，并且对于意外的危险都做了谨慎的预先准备，例如在法萨卢组建了第四条战线。在恺撒的战例中，人们景仰的其他统帅所具备的独创性宏大战术组合是不存在的，我们发现的都是更常见的组合。我们在泽塔看到了环形或方形战阵，而且效果非常好。在伊莱尔达，我们看到恺撒以战斗阵型行军，比平时走得远得多，展现了阵型和纪律方面的格外稳健。在采用两线或三线行军过程中，对于面向敌人的一侧给予了特别关注，全军的阵型井井有条，随时都可以在突袭面前展开战阵。

恺撒常用阵型是三线横队，但是在法萨卢完成的第四战线值得特别注意。以如此少的人马，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以恰到好处的方式投入战斗，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其他战例中极其罕见。在乌兹塔，第5军团相当于第四战线；在塔普苏斯，同一军团也以同样方式对付战象。在乌兹塔我们注意到，恺撒在左翼有两条战线，而在右翼有三条，加上第5军团则有四条。这是对于左翼的一种加强，尽管不是为了通常的目的而加强侧翼
[9]

 。

恺撒用10—12个军团组成的战斗阵型，往往会分为中坚和两翼，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副将指挥。他没有足够的副将来各指挥一个军团。战斗由一个或另一个侧翼发起。开战职责通常由第10军团来承担，它的位置一般在右翼。恺撒总在发起战斗的那个侧翼，并发出开战信号。由此，全军有时会形成某种斜线阵型，原因在于开启战斗的那个侧翼会比战线上的其他部分前进得更快一些，这与亚历山大发动的战斗颇为相似，但这不是与曼丁尼亚或鲁滕战役中具有相同意义的斜线阵型。

罗马人从来不擅长使用骑兵。在法萨卢，庞培的骑兵在一个侧翼聚集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本应取得胜利，但是他们的组织和指挥都糟糕透顶。恺撒的小股部队却得到了充分使用。恺撒的高卢和日耳曼骑兵，有时会数量庞大，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战斗会很有威力。有时候，会有多达4000名骑兵组成一个纵队。自从布匿战争以来，罗马骑兵有了长足进步，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由盛产骑兵的地区的当地人组建的骑兵部队。但是，总体而言，恺撒的骑兵颇有瑕疵。它没有扮演骑兵的应有角色，经常与步兵混编在一起。在恺撒的战役中，没有哪一场能与亚历山大或汉尼拔对骑兵的炉火纯青的使用相比。

一位将军的才干往往是由他的对手来衡量的。长期以来庞培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但是他早已脱离了战争，他站在荣誉簿上止步不前。他从来不以积极主动著称，多年来的政治阴谋早已使他不适合沙场搏杀。恺撒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战争，从中得到了最好的历练。他的政治权谋与战争密切相关，而且没有削弱他的军人习性。两人的素质加上各自的独特品质，如果恺撒拥有与对手相当的资源，就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已经无须证明恺撒应付眼前的困难的能力了；而庞培对于恺撒征服西班牙作壁上观，充分证明了他的迟钝消极。恺撒受过最好的历练，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恺撒是战争的主宰。他的经验是由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培养出来的，并从中获益良多。不能说他现在不会再犯错误了，迪拉基乌姆之战是他首次试水时犯下的错误。恺撒需要一个挫折来教会他谨慎持重。他在迪拉基乌姆得到了教训，于是立即采用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取得了胜利。

从一开始，恺撒在战争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大有进步。他在战略、战术、防御、攻城、后勤方面的能力，在他的军政生涯的最后阶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问题在于，在他的战役行将结束时，他的攻击性是否没有削弱。如果没有如此，那就奇怪了。士兵们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恺撒的人格。他们知道，自己有时候缺乏纪律精神，但他们的韧性、力量、适应能力、在困难面前的耐心、自我克制、战斗中的坚忍和勇气、对他们将军的依恋和信心，都是出类拔萃的。恺撒的军团对于恺撒和罗马来说，都是同样的荣誉。他们是对于罗马的腐朽堕落的活生生的谴责。庞培的部下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庞培造就了他的士兵，而恺撒也造就了自己的士兵。

庞培从未表现出自己能力的最高水平，但是也不能低估他。他没费什么劲就被欢呼为“胜利将军”，轻松获得了“伟大的”头衔。庞培的一些早期成就还是很出彩的，当他真正开始工作时，好运就眷顾了他。我所说的一切，并不是要证明庞培不是一个好军人，他也许是一位伟大的军人，尽管他没有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人。只有与恺撒相比，他才显得黯淡无光。如果是与一位能力较弱的对手对垒，庞培也许能在更高层次上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品质，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恺撒在某种程度上使他黯然失色，使他显得比自己实际上还要渺小。相反，恺撒过去是恺撒，将来也永远只是恺撒，作为一位统帅和统治者，他象征着一切最伟大的事物。

西庇阿在任何程度上都明显缺乏足够的精力和才干。他只是一个军事庸才。完全因为他是庞培的岳父才得到了指挥权。

在所有庞培党人中鹤立鸡群的加图拒绝接受最高指挥权，将其让给了西庇阿，没有使用他无可争议的权利，最后通过自杀逃避了兵败被俘之辱。

拉频弩斯表现出了巨大活力，但是他的才干却由于对恺撒的仇恨而被削弱了。他是一个典型的优秀部将，也是典型的蹩脚主帅。他在恺撒的麾下效力时，曾是一位杰出和能干的军人，但在与恺撒较量的过程中，他成了二流角色。每次遇到他的老上司，他都会失去理智。

庞培的两个儿子一开始都表现得令人期许。当大敌当前时，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才干又跌回了较低档次。小格涅乌斯·庞培展现了很多并不突出的能力。兄弟俩都对付不了危险。

与恺撒对垒的其他将军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恺撒的能力与所有对手都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对手来品评他的能力，既不是一个公平的考核，也绝非成果丰硕的课题，恺撒的排名低于亚历山大，远低于汉尼拔。但是，利用才具不够高的对手的错误是作为伟大统帅的标志之一。这是他一贯需要做的事情，军人恺撒不能被放在一个与他们不同的水平线上。他思想和意志的神奇力量，对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每个人都仰赖他，所有人都把他视为动力中心。如前文所述，对一场战役是否伟大的检验标准，可以通过找寻战役的动力源泉——能够驱策其他人战斗的将军——来确定。在恺撒的所有战役中，起到这一作用的都是他自己。不是他的敌人做了什么，而是恺撒做了什么，决定了战役进程的基调。

对士兵们，恺撒会慷慨大方地给予奖励、赞扬和赏赐。他总是乐于将勇敢者与其他人区别对待，从而鼓励他人效仿勇者。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作为个人和军人，他都能让士兵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样他既不会失去权力，也不会有损地位。他让军团打扮得光鲜亮丽、器械装备精良，给了许多人镶金嵌银的武器，让他们与众不同，让人们看到他们鲜衣怒马，豪情万丈。尽管他的士兵们被讥讽为“满身香气的花花公子”，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打仗。在这一点上，就像他们的领袖一样。不要低估花花公子们，有些最坚强的心灵和最清醒的头脑，就潜藏在一件浮华纨绔的外衣之下。

恺撒对部下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记得每个曾做出过英勇事迹的人的面孔，大敌没有当前的时候，他会鼓励部下举办娱乐活动，他亲自下场与部下同乐也不鲜见。在萨宾努斯和科塔的灾难发生之后，他任由胡须和头发生长，发誓在士兵们为他们的同袍报仇雪恨之前绝不剃须理发。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的举动，对恺撒的军团而言却事关重大。这样的事情激发起了士兵们近乎狂热的崇拜之情。

无论在远离危险时多么放松，在抵近敌人时，恺撒都会要求执行最严厉的军纪。他要求部下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和牺牲，他永不歇息，夜以继日，全然不顾季节和天气。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准备履行职责。恺撒愿意以士兵的名义去做，去忍受这一切。正是他使用“老百姓”而非“士兵”的称呼，才粉碎了第10军团的哗变，他宽宏大度地忽略了许多细微错误，但在惩办较大的错误时却严厉得出人意料。他对一个人的要求越高，就会让他身居更高的职位。他给予的最严厉惩罚是开除军籍，就像第10军团前往阿非利加时惩办几个军团指挥官和百人队长的案例那样。在罗马，这等于革除一切政治和社会权利。恺撒的军团们在他的指挥下比在任何其他条件下都能干。看看高卢战争中的拉频弩斯与后来的拉频弩斯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这不仅仅在于他的强大个性，还因为他随时准备做3倍于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军队中没有人比恺撒更加辛勤。恺撒的部下以一种显示出他们的纪律严明程度有限的方式，不止一次地摆脱了他的掌控，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更觉诡异。其中，塔普苏斯是最著名的事例。同样的问题偶尔也会让他们像在迪拉基乌姆那样意志消沉。

恺撒作为军人的生涯表明，个人的性格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恺撒的指挥艺术不是他学来的，也不是他能够传授给别的人，而是他的智慧的结晶，并带有他的辉煌灿烂的精神力量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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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大祭司的恺撒（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1]
 译注：恺撒在埃及曾经靠游泳逃命。



[2]
 译注：恺撒有两个姐姐，都叫尤利娅，小尤利娅的名气更大，是未来的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外祖母。



[3]
 译注：盖乌斯·奥皮乌斯，骑士等级出身，恺撒的亲信，曾写过许多传记，而且还写过一篇为恺撒辩护，否认克利奥帕特拉的儿子恺撒里翁是恺撒所生的文章。



[4]
 译注：也叫克雷塔斯（Cleitus），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曾救过亚历山大的命。公元前328年，在一场酒醉之后，亚历山大亲手杀死了他。



[5]
 译注：巴提斯是波斯帝国的加沙（Gaza）守将，因拒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遭到长期围困。被亚历山大俘虏之后，巴提斯被拖到一辆战车后面，亚历山大驾驶战车围着加沙城墙飞奔，就像亚历山大的偶像阿喀琉斯用战车拖着赫克托耳一样，只是那时赫克托耳已经死了，而巴提斯还活着，被生生拖死。



[6]
 译注：人民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不能损害或干扰他的活动。拒绝和藐视保民官的否决权，都会被判处死刑，他可以下令对侵犯其神圣的人处以死刑。当他要被逮捕时，可以用保民官的身份提供保护。这种神圣性也使保民官独立于所有地方法官，任何地方法官都不能否决他的行动。如果地方法官、元老院或任何各级议会无视他的命令，他能够以“干预保民官的神圣性”来阻止这种行为。只有独裁官才在保民官的否决权范围之外。



[7]
 译注：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名将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依靠斜线战术击败了斯巴达。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率领的底比斯军队，在曼丁尼亚战役再次用斜线战术战胜斯巴达、雅典联军，但是底比斯军队伤亡惨重，主将伊巴密浓达阵亡。两场战役都是斜线战术的典范。



[8]
 译注：阿贝拉就是今天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Erbil），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就发生在阿贝拉境内的高加米拉村附近，因此这场大战也叫阿贝拉战役。



[9]
 译注：原文如此，怀疑作者说的是加强右翼。








第四十五章


亚历山大、汉尼拔与恺撒

在长相的英俊和仪态的威严方面，马其顿国王比迦太基将军和罗马统帅都突出得多。历史上的英雄们很少有谁像亚历山大那样，在体魄方面如此出众，吸引我们的眼球，年少有为加上辉煌业绩和王者之风，使波斯大王的征服者成为肉体凡胎的人类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体力和耐力方面，汉尼拔与之不相上下；至于恺撒，尽管拥有过人的精神力量和肌体素质，却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穿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装束。他没有哈米尔卡（Hamilcar）之子那样好战的光荣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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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的思绪想到恺撒或汉尼拔时，很容易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成熟男人，他在智力和性格方面都高人一筹，亚历山大站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则是身上闪耀着神圣的力量和青春的激情。亚历山大的所有胸像都是英雄的模样，他征服了世界，在青春逝去之前就去世了，恺撒的众多形象和汉尼拔的唯一可信形象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位中年男性，两人都比亚历山大更加强有力，但也许腓力的儿子更像半人半神的传说人物。

如果我们从政治家、法学家、作家、思想家和军人的角度考量，恺撒在古代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仅仅从军人的角度权衡，他与另两位并驾齐驱。有些东西完全无法衡量。在智力和精神方面，三大统帅的区别就像他们的性格一样迥异。在目标的正直和生活的纯洁方面，亚历山大和恺撒远不如汉尼拔，后者是一位无私、模范的爱国者，他的雄心壮志完全是为了他的祖国，他的欲望总是受节制的，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漫长和认真的奋斗旅程，任何欢愉、高位都不能诱惑他，阿谀奉承也不能改变他。

亚历山大性格急躁，常常沉溺于醇酒。他的雄心壮志是出于个人伟大的梦想，再加上实现世界希腊化的希望，围绕着这一点，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智慧光辉，实现伟大计划的无穷能力，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奇力量。恺撒天生冷静，精于算计。他既不抗拒诱惑，也不屈从于诱惑。对他来说，根本没有诱惑可言，他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正是这种无限自负让他成为恺撒。他的野心就是罗马，但没有恺撒作为指明星（guiding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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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罗马不是罗马。恺撒具有许多高尚的个人品质，在他的每一次行动中都得到了体现，但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主义光辉。他所做的或渴望做的一切都与自己有关。他不能像汉尼拔服务于迦太基那样为罗马服务，尽管他自己被罗马共和国吞没了。他天生慷慨善良，但他不得不进行令人心碎的血腥大屠杀。身为征服者的恺撒与常人的恺撒判若云泥。我们也只能猜测他会对于在几小时内对近百万人进行背信弃义的大屠杀感到不安。亚历山大热情似火、急躁冒失，时而慷慨，时而暴戾。汉尼拔具有一种温柔的性格，他对于战败之敌的恻隐之心战胜了他对于其种族的仇恨。恺撒待人宽厚，对待人民却冷酷无情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

仅凭才智和道德力量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伟人，成就才是一个人所做的和将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源。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依靠不知疲倦的身体和心灵。如果说亚历山大在某个方面都接近了他喜欢被人认为的半神英雄，就是他超乎常人的劳作能力。没有一位职业运动员能在武力和运动方面超过他；没有哪个哲学家对于任何崭新或棘手的问题比他有更清晰的理解；没有一个军人能像他那样对于“战斗的愉悦”（gaudiumcertaminis）具有如此真切的本能；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汉尼拔在年轻时代很像亚历山大，但汉尼拔早早就成熟了；亚历山大的面庞上永远闪耀着青春的光辉。至于恺撒，我们只知道他在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以大胆的政治活动闻名；成年后成了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又作为政治家凌驾于与他接触过的所有人之上；中年时成长为一位英勇的军人，但他的大胆不是亚历山大式的，他的谨慎也不是汉尼拔式的；到了暮年，他是立法者、管理者，是我们今天认定为文明基础的奠基者。

亚历山大的意志力是属于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的意志力，他那炽热的意志力既不在意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尊重老臣仆，在追逐自己所选择的目标时，他甚至会毁灭自己。汉尼拔的胜利从来没有超出他天生的判断力，甚至汉尼拔自己也要听命于他的判断力。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在汉尼拔达到权力巅峰的年龄时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汉尼拔在亚历山大达到人生巅峰时是什么样子的。20多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完成了他的辉煌事业，汉尼拔在30—40岁时达到顶峰。恺撒在穿上紫色披风时，也已经人到中年。当恺撒在法萨卢战场上赢下最辉煌的战役时已经50岁，他的更大成就还在后面。他的意志力是另一种类型。他以亚历山大的英勇无畏、汉尼拔的坚忍不拔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可以在这里退让，在那里寸步不让，靠欺诈、直接、迂回向敌人前进，或者将敌人撕成碎片，时时刻刻都紧盯着他曾经设想过的、永志不忘的目标。

他们的勇气都是无与伦比的，战斗只要一打响，亚历山大就被一种神明般的愤怒所控制，很难被他的神明般的智慧所唤醒。在军团与方阵的殊死搏斗之中，汉尼拔从未丧失平静的观察力和行动力，他从不放过对手最细微的失误，也不在关键时刻强行出战。在执行计划时，他一贯大胆，形势可疑时深思熟虑，当需要发动雷霆一击时他会动如脱兔、侵掠如火。恺撒的勇气是士兵式的，与其说他渴望与敌人交战并歼灭敌人，不如说他具有推进战略优势的力量。亚历山大和汉尼拔都像腓特烈那样从不考虑兵力劣势，除非被迫采取行动。恺撒在开战前会想办法让机会站在自己一边。

作为个人，亚历山大对部下的影响显而易见。作为国王，他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他不是国王，也会是各种集会的主持人，帝王性格增加了他的男子气概。汉尼拔对于部下的掌控力无人能及，他能把形形色色的部落团结在一起，利用他们的好斗本能，将他们捏合成一支军队。尽管多次遭遇素质、数量远胜于己的敌军，但他能够在半个世纪内牢牢扼住罗马的咽喉，这些能力是无人能及的。我们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但事实已经足矣。恺撒与拿破仑一样赢得了各自的影响力。他的强大掌控力、雄辩的口才、圆滑的手腕、睿智的想法、对他想控制的人合理让步的姿态，是其成功的各个要素。他是真正的恺撒皇帝，是所有想成为沙皇（czar）和皇帝的人的榜样，像他这样的人凤毛麟角。

恺撒具有演说家天分，并受过专业训练。他的风格直截了当，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活泼，能够左右听众。亚历山大和汉尼拔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两人都没有把修辞学当作艺术来学习，但他俩都有在适当的时刻说适当的话的能力，以一种能左右听众、达到目的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发言。这些伟大统帅都绝非光说不练，他们的发言来自内心炽热的思想，想得明白、说得清楚。这些人没有一位言而无果，所有听众都会听而有闻，闻而有信，或者哑口无言。亚历山大以君主的身份讲话，汉尼拔以外交官的身份发言，和平、战争都要准备；至于恺撒，无论他多么权势熏天，也从未失去他的可信性。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正确地召唤正义站在他的一边，甚至使更糟的情况变成更好的理由。

亚历山大的政治家式的计划，在他统治过的每一个国家都留下了希腊化的永久痕迹，这一点值得赞许。汉尼拔颇有远见卓识。如果他没有被赋予塔列朗的圆滑和华盛顿的纯洁，他永远不会如此接近于动摇罗马共和国的根基。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恺撒的业绩影响更为长久，因为它们有更坚实的基础。他在坚实的罗马品格的基础上建功立业，他奠定的基础很扎实，在上面构筑的上层建筑维系了几代人，他的成就的内在意义改变了从他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对文明所做的一切努力。亚历山大像一位巨人那样大刀阔斧，但他的业绩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他的作品就像埃及的吉萨金字塔一样痕迹犹存。汉尼拔的成就并不持久，迦太基人受限于历史进步的规则，从世界舞台上湮没无踪。巴力（B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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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幸免，布匿人的建筑物无一幸免。通过二十代理想、诚实的思想家为他奠定的基础，恺撒的地位甚至比他们所知道的还要崇高。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和聪明才智确立了治国之道的发展模式。罗马帝国的衰落是缘于其他原因。政治家恺撒兴建的架构永远不会消失。

抛开其他工作，仅以身为一名军人而言，没有谁的表现能与汉尼拔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开局的处境比汉尼拔更糟糕，但环境对他有利，一旦解决了他的问题，物质资源就随着他深入敌人的腹地而增多。汉尼拔的资源却从开局就在减少，他被迫创造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必须做无米之炊，得来的每件武器都来自被歼灭的罗马人——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军事艺术了。恺撒拥有充足的资源。他本可以调来比实际使用更多的资源。他作为一位军人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他的成就中没有哪一部分能与汉尼拔创造的纪录相提并论，获胜并非军事技能的考验。

亚历山大拥有一种讨好命运女神的手腕，所以女神总是向他报以微笑。人们很容易将她的忠诚归因于他的迷人魅力，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错过这位水性杨花的女神所提供的每个机会。女神的最小帮忙他都立即充分利用起来。他从来不祈求赫丘力士的恩宠，直到他自己需要全力以赴的时候。命运女神怎么会对这样一个热情的求婚者朝三暮四呢？对于青年汉尼拔，女神和颜悦色；一旦汉尼拔青春不再，她就转过身去，再也不给好脸色了。然而，这位高贵的军人始终如一地奋斗着，仿佛从早到晚都在享受她的垂青。没有人像恺撒这样勾引命运女神。他对于女性的挚爱无比成功，还没求爱就得手了，与命运女神的相处也是如此。她抛弃了热切警觉的汉尼拔，却从来没有离开粗心大意的恺撒。恺撒对她的示好越是爱答不理，她就越急于更亲热地帮助他。当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的时候，她却救了他千次。历史上没有哪个伟人应该如此对她感恩戴德，而他却很少向她求爱。鲁莽出现在别人身上的话，女神会施加惩罚，到了恺撒身上，她反而会青眼有加。他对她的耐心不能要求更高了。我们知道恺撒在征服女性方面是快乐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最大成就就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位得之不易的女神。

尽管亚历山大在人数劣势上无人能比，但他是与野蛮和半文明的军队作战，攻打的对象是一个衰弱无力、缺乏凝聚力的君主制国家，它的构架已经摇摇欲坠。恺撒先与蛮族交战，随后是他的同族军队，对手的装备和指挥谈不上有多好。对于蛮族的处置，恺撒不如亚历山大或汉尼拔那样手腕灵活；在内战中，他面临的敌军比亚历山大面临的更加强大。汉尼拔在西班牙与蛮族作战，在意大利，敌军比他自己的军队强太多了，汉尼拔的对手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越来越难对付，就像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布吕歇尔（Blucher）和威灵顿（Wel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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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了拿破仑的指挥艺术那样，马塞卢斯、尼禄和西庇阿将汉尼拔的教诲烂熟于心。作为战争史上前所未有，占据了一席之地的统帅，汉尼拔肩负了过于沉重的负担。我们越是把汉尼拔与其他军人做比较，他的天才光辉就越灿烂夺目。

这几位统帅的指挥艺术都是建立在才智和精神力量的罕见结合之上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并不缺少第三个要素——机会。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手段，他都对自己需要瞄准的靶标一目了然，将箭矢笔直无误地射向目标，一贯而入。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基地小心翼翼，每个人都在寻找敌人的弱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军队控制得稳妥可靠。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是比恺撒更好的后勤供应者，由于恺撒一贯过度急于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他的军队经常在饿肚子的边缘徘徊。亚历山大以彪悍的大刀阔斧取胜，由此而来的辉煌杰作是其他任何历史篇章都无法比拟的。汉尼拔会通过仔细研究在何时何地出击而获胜，永远一出手就足以将对手打残。恺撒不如亚历山大大胆，在某种程度上比汉尼拔更加慎重，但他的慎重中夹杂着一种急躁，在许多情况下，他的急躁冒进本应该破坏他的计划。亚历山大第一眼就能看出该往哪里打，随后是兼具速度与力量的雷霆一击。汉尼拔则会深思熟虑，把敌人诱骗到一个错误的位置，再予以歼灭。恺撒虽然从来没有忘记把握全局，采取完全与问题契合的措施来采取行动，但他在许多方面过于托大，因此要取得成功就得需要好运的介入，而好运往往就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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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恰到好处地从天而降。亚历山大不会用突袭取胜，汉尼拔则是战略大师，恺撒时而有堂吉诃德式的大胆，又会因为缺乏战术进取心而成为费边式的人物。然而，恺撒的“克始克终”（iniscoronat opus）让他获胜，令他跻身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行列。

完成一项任务的速度是检验统帅的不容忽视的要素。恺撒花费了八年时间征服了高卢，亚历山大在八年内征服了邻近的广大蛮族领土，将希腊人踩在脚下，恢复了爱琴海城邦的独立，征服了远及药杀水（Jaxe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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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亚洲和远及希发西斯河（Hyp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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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印度（India）。在内战期间，恺撒在征服的范围和速度方面仅次于亚历山大。对于汉尼拔必须采用另一种标准来评判，他在五年内征服了半个西班牙，旋即翻越阿尔卑斯山挺进意大利，尽管到达波河时只有2.6万人马，却扼住了强大的罗马的咽喉，那是一个能招募75万军队的城市。这种克服不利条件的速度纪录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恺撒。当我们着手探讨耐力韧性的问题时，这个被自己的人民抛弃，依靠唯一资源能够在15年内将罗马逼迫到困难和崩溃边缘的人，根本无人能及。

亚历山大只有赫淮斯提翁这一个知己朋友，汉尼拔一个知己都没有，恺撒有许多朋友。恺撒把部分计划告诉了他们，至于整体计划则守口如瓶。恺撒尽可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尽管恺撒表面上信赖别人，但真正能让他坦露心迹的人却根本没有，无人知道恺撒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的结果是什么，谁都无从猜测。他善于在坦率的面纱之下隐瞒自己的意图。拥有赫淮斯提翁这样的知己，符合亚历山大阳光爽朗的性格；没有知己符合汉尼拔的艰巨任务，他必须独自掌握实现目标的钥匙，为此他必须耐心地孤立于别人。恺撒的模式符合他的多才多艺、我行我素，他应该利用他的众多朋友来帮助他实现其五彩缤纷的宏图壮志。在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的辅佐下，他成功的机会更多。据说，汉尼拔会佩戴面具来掩饰自己，当恺撒需要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时也会戴上面具。

亚历山大的战略构思气势恢宏，他的战争舞台就是整个世界。汉尼拔的策略与亚历山大的迥然不同，因为他俩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但汉尼拔的策略同样巧妙和大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没亚历山大的宏大，却更加强烈。恺撒的战略推进总是值得注意的。他对高卢问题采取的策略，与他站在卢比孔河畔时面临的形势所要求做出的判断一样精准，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作为骑兵总指挥，亚历山大是无与伦比的。从来没有人像他在海达斯佩斯河畔那样，在敌军战线上的同一个地点，率领同一支骑兵发动反复冲锋。从来没有人训练过这样的骑兵中队，伙友骑兵在历史上无出其右。紧随其后的是汉尼拔和他的努米底亚骑兵。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用白刃冲锋赢得胜利，努米底亚骑兵采用巧妙的战术制胜沙场。恺撒从来不知道骑兵在这种意义上的用途。他的高卢和日耳曼骑兵都很优异，但不能与他们的同行相提并论。

亚历山大的战术大胆无畏、直截了当。他再三穷追猛打，直到将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汉尼拔深思熟虑地研究战术问题，在发动巧妙的佯攻来发现敌人的防御漏洞之前，他不会发动真正的进攻。当他全力以赴时，他的锋刃总能找到突破口。恺撒的战术并不强硬，他既没有亚历山大那样的大胆气魄和坚持不懈，也没有汉尼拔的创造性。他获得战役的胜利，不是缘于自己的完美计划，而是缘于敌人的软弱行为。作为一位战术家，恺撒远不如亚历山大，与汉尼拔相比差距就更大了。亚历山大是骁勇的化身，汉尼拔计划周密，执行力强悍，恺撒则都不如人。当恺撒被迫战斗时，例如在萨比斯河或蒙达，他会英勇搏杀，但是他从未像喜欢战斗那样去战斗。法萨卢是唯一一场经过大胆策划、实施的战役，对获胜而言，庞培的懒散被动与恺撒的勇气和正确的判断一样重要。

就个人气度而言，亚历山大就像他一直努力要成为的阿喀琉斯（Achilles），汉尼拔年轻时的英勇行为得到了李维的证实，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把他看作一位深思熟虑的军人，他不冒任何毫不必要的风险，他精心盘算自己的胜机，给予敌人华丽的制胜一击。恺撒从来没有使我们将其与出色的骑兵指挥官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统帅。在少数情况下，他的个人行为是为了自卫保命。他从来没有像亚历山大在马利（Malli）城下那样，完全出于英勇而率部出战。恺撒的获胜是依靠强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精细谋划。在个人英雄主义方面，他绝非荷马式英雄。

在攻城战历史上，推罗与阿来西亚之围并驾齐驱。汉尼拔从未搞过这样的攻城战，尽管他的萨贡托之围打得不错，但是水平较低。

亚历山大的对手在能力方面远不如他，恺撒的对手更强一些。维钦及托列克斯颇有能力，庞培曾经伟大，但能力早已江河日下。亚历山大和恺撒从未面对马塞卢斯和尼禄，费边和西庇阿这样的对手，更没有面对过公民组成的军团。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评判，汉尼拔是榜样中的榜样。

在行军方面，亚历山大保持着长距离行军的纪录，他对大流士的追杀罕有其匹。汉尼拔规避、摆脱敌人的技巧和智谋都无人能及。恺撒的某些行军搞得非常出色：从及尔哥维亚到爱杜依军队那里再返回，在24小时内走了75千米，只有斯巴达人奔向马拉松（Marathon）的行军才能与之媲美。亚历山大翻越兴都库什山（Hindu-Koosh）与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不相上下。恺撒并不需要这样做。亚历山大在行军时很谨慎，汉尼拔更是如此。罗马人就是从汉尼拔身上学会行军的。恺撒在军事生涯开始时行军粗心大意，但是敌人的突袭教会了他谨慎小心，最后他以最完善的方式指挥行军。

亚历山大要求部下全力以赴，不考虑季节和环境。无论在行军打仗还是驻足休息时，亚历山大都把部下照顾得妥妥帖帖。尽管汉尼拔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度过的，但他从来没有短缺过给养。有时就像翻越阿尔卑斯山或阿尔诺沼泽（Arnus）时那样，他会让士兵们从事无尽的劳作。恺撒并非一直是个良好的后勤补给官，阿非利加战役大体上是为了筹集粮秣而东奔西走。他比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更倾向于将部下安置在冬令营里面。

在对部下施加影响方面，三大统帅都表现出了最高能力。每位显然都是各自军队中工作最勤奋的人，每位都能以其指挥的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完成每一项士兵的职责。公正、慷慨和高尚的品格使其部下都努力去模仿。每位统帅都向部下灌输一种模仿他的精神，每位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英勇的和良好的服务。

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汉尼拔在生活简朴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远远超过其他两位。亚历山大具有两面性——可爱、可钦的一面和缺乏自制力的可悲一面。恺撒很少流露出人类的真情实感。人们可以诚挚地说出他身上千个可钦可佩的东西。除了他的伟大之外，他的理智、热情的友谊、慷慨大方、思想的优良品质、许多高尚性格，所有这些都证明他值得我们钦佩和尊敬。然而，恺撒与拿破仑一样具有一种人们永远忘不了的矫揉造作。他们穿着我们永远无法穿透的铠甲。我们对他说了很多赞美之词，但这些修饰语都缺乏内在的意义。亚历山大对赫费斯提翁的爱恋，对克利图斯的暴力，都体现了他的为人。汉尼拔的为人体现在对罗马的仇恨，在于他在迦太基祭坛上的自我牺牲。在吕岑战役中，国王古斯塔夫倒在了骑兵中队的前面，铁血国王腓特烈写了几句蹩脚的法文诗来安慰自己的失败，这两个人都充满了人性。恺撒和拿破仑都在历史上为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一位都让人钦佩得浑身战栗，但两人都没有唤起属于人类的同情之心。

以这些不相伯仲的伟大统帅的军人标准来考量的话，如果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出评判，那么汉尼拔是无可匹敌的统帅，亚历山大是荷马式的英雄，恺撒是不可战胜的伟人。

就所有性格特点而言，恺撒是古代最伟大的人物。




[1]
 译注：哈米尔卡是汉尼拔的父亲，在汉尼拔的小时候，哈米尔卡让汉尼拔及其弟弟们发誓，终身以罗马为敌，不死不休，所以汉尼拔从小就立下了灭亡罗马的雄心壮志。



[2]
 译注：古代对北极星的称呼。北极星常用于指明方向，故而得名。



[3]
 译注：迦太基人崇拜的主神，大致相当于太阳神。汉尼拔就意为“巴力是仁慈之主。”



[4]
 译注：三人分别属于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都是拿破仑的主要对手。



[5]
 译注：来源于希腊语的拉丁词汇，本意是从机关里面跑出来的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突然会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令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舞台会利用起重机或提升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输送至舞台上。这种表演手法是人为的，制造出意料之外的剧情大逆转。



[6]
 译注：古名药杀水，今天叫锡尔河（Syr Darya），中亚两大河流之一，另一条是阿姆河。



[7]
 译注：今名贝亚斯河（Beas River），是印度河流域的一条河流，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河畔发生了哗变，拒绝继续东征，迫使亚历山大回师西返。








第四十六章


罗马帝国战争艺术

从尤里乌斯·恺撒的军队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统帅的天才而非普通士卒的个人素质赢得了辉煌胜利。当恺撒·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唯一统治者时，军事事务不久后就有了新的基础。共和国的古老军队中曾经是公民民兵，现在只能通过回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事件才能表明，正是元老院和人民组成的军队的坚忍不拔，而非任何一位统帅的个人能力，才让罗马免遭汉尼拔的毁灭。

罗马内战期间，职业士兵和雇佣军逐渐进入军队，直到他们构成了军队的主力，这一切都为常备军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常备军成了帝国军备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

奥古斯都系统性地开展工作。从内战遗留下来的45个军团和1.5万名骑兵中，奴隶、获释奴隶等都被遣散了。大约12万名志愿兵和退伍老兵定居在意大利捐赠给他们的28个殖民地中。其余军队的大部分兵员是罗马公民，被合并为25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这些新建军团和附属于他们的骑兵，驻扎在永久营地里面，主要分布在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抵御外来部落的入侵。因此，这些部队被排除在因距离首都和大城市太近而产生的诱惑之外。大量组建的辅助部队在各自行省中执勤。

为了保卫意大利组建了10个禁卫军大队，每个大队有1000人。这就是直属于皇帝的著名的禁卫军。其中3个大队驻扎在罗马，其他7个大队驻屯在附近的主要城市中。

据估计，这支常备军的总额为30万人。

早年的军人向共和国宣誓效忠，从马略时代开始，军队就被交给将军个人了，将军自己招募军团来保卫他的行省，或者向邻国开战。现在，皇帝就是国家，誓词是：“我以皇帝的名义宣誓，无条件服从他，永远不抛弃军旗，为了皇帝和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服役期限从12年到20年不等，每隔3年就会谨慎地招募一批新兵，以弥补退伍军人留下的空缺。士兵们在内战期间享有的，并逐渐被认为是军事生活条件的过分特权受到了限制。在皇帝的单独控制下，建立了一个特殊基金，用于支付薪饷、服装和口粮。

因此，罗马皇帝的权力是建立在以军队为坚实基础之上的，正如共和国的权力是以公民士兵为基础一样。虽然奥古斯都卓越的个人品质使这番军队重组对罗马有利，但在后来那些不够优秀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军队却成了祸根。10个禁卫军大队都被他的继承人调进了罗马城，从此他们一直留在京城，由于他们的腐朽和暴虐，罗马成了恐怖之地。人民与军队的对立，使整个公元1世纪都动荡不安。

在公元2世纪，从涅尔瓦（Nerva）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时代
[1]

 ，军队都得到了更好的控制。但是奢侈和松懈的政治道德已经在人民和军队中发挥了作用，两者都在退化。公民们为了逃避兵役，以至于自残习惯变得司空见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日耳曼和帕提亚人入侵的危险加剧，迫使皇帝们再次寄望于从蛮族中间招募雇佣军，这是一种必须但危险的做法。

公元3世纪见证了罗马帝国的权力实际上落入了禁卫军之手，他们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尽管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2]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暴虐，但人民与军队之间的鸿沟却在迅速扩大。军队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罗马共和国
[3]

 正迅速滑向灭亡的边缘。

尽管短剑的使用逐渐减少，长矛的使用逐渐增加，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士兵的古老武器和装备才有所改变。随着士卒阶级的兵源日益减少，武器越来越轻；随着普通士兵的纪律和品格日益堕落，大队之间的各种间距都在减少。到了3世纪，在卡拉卡拉（Caracalla）和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
[4]

 在位期间，采用了类似希腊方阵的军事组织，尽管只是暂时的。总体趋势是所有武器都越来越轻，士兵已经不再是受过良好训练、身强力壮、精悍能干的古老公民了。不再能指望军团与敌人近身肉搏了，士兵们携带更多的投掷武器，而非肉搏武器。

骑兵依然是老式的重骑兵，人、马甲骑具装。还有轻骑兵，只使用标枪作为武器。

远程投射武器开始伴随军团行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亚历山大在其事业巅峰时期曾使用投石兵，在它们衰落的时期，希腊人将它们部署在战线之中保护步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罗马人身上。起初，传说它们只部署在永久性营寨的墙壁上，后来在3世纪，小型弩炮由双牛运输车运载，手操弩炮用单马车辆运输。每一种都由11人操纵。它们能够投掷石块和长矛，射程为220—300米。它们被安置在军团之间的战线上，避免与敌人过于突然和近距离地陷入近战。

战象再次出现，训练有素的猛兽和军犬偶尔被用于对付敌人。这些辅助性手段的出现，说明军团的价值在江河日下。

军团的兵力有所增加，平时拥有六七千人。一支军队的军团数量很少超过8—10个。

旗帜取代了标帜，有时旗帜会剪裁成龙形；皇帝们的胸像或类似的东西取代了鹰帜。古老的军号增加了特别的曲调。

许多变化是由于遇到了新的敌人和军团兵源变差而潜移默化的。为了加强第一战线的兵力，第三战线遭到了废止，每条战线上各有5个大队。军团的第一大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往往多达1200多人，由最优秀的士兵组成。它被一分为二，放在第一战线的左、右两翼的情况并不鲜见。第五大队的兵力也同样强，这样第一战线的两个顶端都有一个强大的大队。只要第一战线还在，第二线大队就站在一线大队的间隔后面，有时第二战线兵力并不固定，似乎兵力减少了一半。这就是“哈德良阵型”（Hadrian formation）
[5]

 。关于士兵之间的间隔和单个士兵占据的空间，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现在，军团指挥官指挥大队，副将指挥军团，禁卫军由禁卫军统领（praetorian praefect）来指挥，军队由代表皇帝或执政官的副将来指挥。参谋人员是财务官和检察官。

图拉真（Trajan）
[6]

 引入了另一个系统。军团的10个大队排成一线。第一大队拥有960名精选士兵和240名骑兵。其余的大队有6个百人队，480人。阿里安说，这些人站成八行，维吉提乌斯说是六行。第一行都是装备更重、年龄更大的军团士兵，较为年轻和轻装的士兵站在后面。每个士兵占据的空间宽度为0.9米，前一行士兵的后背距离后一行士兵前胸1.8米。轻装部队站在军团士兵们的后面。大队按从1—10的序号排布，间隔很小，聊胜其无，大队的间隔由水平弹道的投射机械填满。战线后面是抛射弹道的投射机械，抛射出的投掷物可以越过前方战线的头顶。两翼的后面是特种部队，例如禁卫军，骑兵和弓箭手部署在两翼顶端。

针对蛮族国家，如达西亚人（Dacians）、帕提亚人和日耳曼人，这种阵型具有优势。它能攻可守，适用于各种战场，还能用于对付步兵或骑兵。它具有军团的古老阶级序列的某些特点。哈德良和图拉真特别善于利用这种阵型的军团。它似乎是一种尝试，将旧公民时代的阶级组织的有用方面与必定日益增长的方阵观念调和起来。

军队似乎像从前一样训练、机动和行军。这种操场上的战术经常威力无穷。但是，使罗马执政官能够召集他的公民军队，并在一天之内就离开罗马的老式战争本能早已不复存在。

在开阔的平原上，用来行军和抵御突然袭击的空心方阵依然常见。这是一种安全的防御阵型。楔形或空心楔形阵势被成功投入应用。公元70年，德来维里人见识了这种打法
[7]

 。

约瑟夫斯（Josephus）
[8]

 讲述了韦帕芗（Vespasian）和提多
[9]

 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公元67年，在韦帕芗率军从叙利亚前往加利利（Galilee）的途中，行军纵队是这样部署的：由小股重步兵和一些骑兵支撑的轻装部队（弓箭手和投石手）充当前锋；随后是各种器械（fabri），就像我们时代的开路先锋一样负责修桥筑路；其后是军官们的行李、骑兵、皇帝、参谋人员、军事机械；再往后是军队主力，各军团排成六路纵队；再后面是军队的辎重车辆；最后面是雇佣军，军团士卒和骑兵与他们混编来震慑他们。

一直到3世纪，罗马军队的行军速度还是挺快的，随后行军速度和距离明显下降，部分原因是兵员素质较差，部分缘于辎重和器械的数量增多。

一支军队的指挥方式与军团的基本一样。有时候，军团的位置由抽签来决定。当全军排成一线时，由轻装部队和投射器械来拉开战幕。重装步兵随后跟进，轻装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撤下去，如果没有间隙的话，则偶数战位的重步兵暂时后退到奇数战位的士兵后面，以此敞开通道。军团士兵们的前线会封闭空隙，举起长矛，尽管这些士兵并不令人望而生畏，但后方的士兵会越过他们的头顶攻击。后方的轻装部队和器械用远程火力支援前线。弓骑兵不断游移不定，骑兵在两翼采取行动。

罗马军队与古老的自力更生传统渐行渐远，于是就越需要各种无用的器械和防御战术来弥补短板。现在，用肉搏武器发动的进攻成了稀罕物，远程武器成了首选。罗马士兵们不再是蛮族的对手，一旦双方近身肉搏，战局就完全反转了。身高体壮的日耳曼人可以对罗马军团士兵报以轻蔑一笑。在能干的皇帝统治下，这一点还不那么明显，但是在3世纪末之前，老式的罗马组织、英勇和可靠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就像五百年前在希腊发生的那样。

正如古罗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一样，罗马军队中的纪律、秩序和良好表现的意识也都无影无踪了。恺撒·奥古斯都多少恢复了古罗马的军事美德，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已。部队的薪饷却随着他们的价值下降而增长，恩赏金额却越来越大。据说在图密善（Domitian）
[10]

 的统治下，步兵每月能拿到4枚金币，百人队长月薪8枚，骑兵或禁卫军12枚，武器、装备和口粮的折扣也都取消了。考虑到黄金的价值，这似乎有些过分了。津贴增加到了奢侈的程度，辎重兵和非战斗人员的薪饷也相应增加了，直到他们达到东方军队的比例，于是，罗马军队的轻便快捷沦为一去不返的传统。有时，一位精力充沛的皇帝或活力四射的将军会改善这种情况，但只能在他的掌权期间如此，人去则政息。总体趋势是江河日下。

奥古斯都恢复了军事体操和训练，在韦帕芗、提多和安东尼
[11]

 的统治下，这些措施得到了鼓励，但是到了3世纪，它们却又消失了。奥古斯都曾强迫罗马军团在每个月都进行三次行军，有时还要携带双倍的行李，走遍全国各地。当时在像今天德国或法国那么大的范围内举行的军事演习，变得十分繁重，后来全部取消了。辉煌壮丽的公共工程，特别是军用道路，也不再修筑了。部队发动哗变，反对这种劳作。

就军事科学和研究而言，它们不那么实用，显得更加陈腐。尽管罗马帝国出产了无数关于军事问题的作家，但无人能与波力比阿、恺撒比肩。他们笔下的细节写得很精彩，令人赞叹，但都没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就军队的道德基调而言，已经糟糕得无以复加了。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古老公民军团是最优秀的，后来的帝国军队则代表了一切邪恶的东西。它是一头怪兽，它的工作就是摧毁帝国的结构，即使它的前身是罗马权力和伟大的缔造者。可以说，军队完全是一个由可怕的惩罚和毫无理性的奖赏捏合而成的系统。

直到格拉提安（Gratian）
[12]

 时代，即4世纪末期，每天筑营还是一条规则，将士们用许多技巧使之与现场相适应，堑壕更深、壁垒更高。永久性的营盘就像正规的堡垒，壁垒上布置的远程器械却多得多。这种永久性营寨体系，有时会作为军事边界来建造，例如从泰恩河（Tyne）到索尔韦湾（Solway）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者从多瑙河到黑海的图拉真长城（Trajan's wall）。总体而言，尽管没有任何一座工事比恺撒的更棒，但随着军队日益堕落，构筑工事的技巧却提高了。土山和冲城羊头锤的个头增加了。面对耶路撒冷，提多堆砌了四个巨大土山，
[13]

 韦帕芗制造了一个重达100吨的冲城羊头锤，它需要1500人来驱动，用150对公牛或300对骡子来运输。地道的设计和使用都很巧妙。公元70年的地下往来交锋颇为出彩。用来攻击城墙的双龟甲阵和用器械投掷可燃物都值得注意。伴随军队行动的机械数量巨大。约瑟夫斯说，在耶路撒冷城下，提多拥有300架投石机和40具弩炮。在今天，这也会被视为一支非常强大的炮兵。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时期，战争艺术并没有衰败，而是有所进步。理论越发达，实践却越简单。古罗马人依靠猛冲猛打获胜的习惯已经被一种保护士兵的体制取代，士兵们不愿再为公共福利牺牲生命、断送肢体。理论知识的增长，不过是掩盖军事美德沦丧的一块遮羞布。

没过多久，常备陆军中就催生了正规舰队。奥古斯都在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各有一支舰队，分别驻扎在拉文纳和米塞纳（Misenum）。后来在高卢海岸组建了第三支舰队。莱茵河、多瑙河和其他河流上有分舰队执勤。采用伊利里亚式船型，拥有一到五列桨手。许多轻型舰艇用于侦察、搜索和运载分遣队。舰队使用的兵员最糟糕，水手由奴隶和罪犯组成。就其还能使用的战术而言，都还是老一套的。

罗马帝国的最后两个世纪中发生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没有任何意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通过战术、远程武器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一些无足挂齿的防御性发明，来维持日益沦丧的军人精神。罗马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士兵不再认为，只要他能用利剑和盾牌来攻击敌人，他就会无往而不胜。一切都倾向于坐等敌人进攻，并企图在对手推进到自己的战线之前就干掉对手。

按照时间顺序概括一下，从前由英勇的公民组成的梅花阵军团变成了毫无军人气质的雇佣军组成的单线方阵。基督纪元前一个世纪的马略将公民士兵的阶级划分，改变为完全根据体能划分，并且开始缩小士兵之间的间隔。恺撒彻底完善了马略的阵型，将其部下部署为改良版战斗阵型：第一线——可能也包括第二线，大队之间没有间隔；原来分为三条战线、有附属轻装部队和骑兵的大队，被改进为8或10人纵深的一线重步兵。他的军团习惯性地分为三条战线。公元1世纪，每个军团的10个大队站成两条战线，每线5个大队，无论大队的间隔有多大，都由远程投射器械填满。公元2、3世纪，大队逐渐排成一线，彼此之间没有间隔，长矛更长。公元4、5世纪，军团完全变成了一个方阵，一个非常单薄的方阵。我们还记得共和国初期英勇进取的罗马公民，已经采用了古老的多利安（Dorian）方阵，按照自己的理念改进为梅花布局。由于相反的原因，帝国军队逐渐没落，采用的并非是米太亚德（Miltiades）
[14]

 、伊巴密浓达和亚历山大的改良版方阵，而是公元前2世纪的已经没落的希腊方阵。

我们绝不能忘记，在基督纪元的前五个世纪，罗马人与他们的蛮族对手中涌现了许多能干的将军，都曾精湛地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目的。但是，在提高战争艺术方面，却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奥古斯都、阿米尼乌斯（Arminius）
[15]

 、巴达维亚人西维利斯（Civilis the Batavian）
[16]

 、提比略、德鲁苏斯（Drusus）
[17]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
[18]

 、韦帕芗、提多、图拉真、马可·奥勒留、戴克里先（Diocletian）
[19]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20]

 、尤里安（Julian）
[21]

 、狄奥多西（Theodosius）
[22]

 、斯提里科（Stilicho）
[23]

 、埃提乌斯（Aetius）
[24]

 、李希梅尔（Ricimer）
[25]

 、奥多阿克（Odoaker）
[26]

 、阿拉里克（Alaric）
[27]

 、阿提拉（Attila）
[28]

 、贝利撒留（Belisarius）
[29]

 ，都曾经统率过万马千军，指挥过影响深远的战役，展现了很高水平的军事天才，但这些人、事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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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旋式上用的战车




在本书的战争故事开始时，许多不那么起眼的小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们的作用中，我们首先发现了一些与后续事件有关的原则。我们追溯的不是战争史，而是战争艺术发展史。如果在随后的书卷中，我们对从罗马帝国灭亡到火药发明的整个时期进行简短的介绍，那么我们不应打断这些事件的先后次序，介绍战争艺术要从居鲁士（Cyrus）时代粗陋的开端发展到我们辉煌的19世纪。




[1]
 译注：从涅尔瓦到马可·奥勒留，相继有五位罗马皇帝执政，他们被称为“五贤帝”（Five Good Emperors）。将近百年的五贤帝时代是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2]
 译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建立者，生于145年。199年入侵帕提亚帝国，占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



[3]
 译注：奥古斯都创建的罗马帝国名义上还叫罗马共和国，即“罗马元老院与人民”，早期皇帝们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独裁者。



[4]
 译注：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年在位）都是塞维鲁王朝的皇帝，后者死后，罗马帝国陷入3世纪危机，天下大乱。



[5]
 译注：哈德良是罗马五贤帝的第三位皇帝（117—138年在位），在位期间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他也往往被评为最贤明的罗马皇帝。



[6]
 译注：图拉真是罗马五贤帝的第二位（98—117年在位），他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最大，是武功最盛的罗马皇帝。



[7]
 译注：公元68年，暴君尼禄死去，罗马帝国陷入内战。公元70年，德来维里人利用罗马内乱发动的叛乱被罗马帝国粉碎。



[8]
 译注：约瑟夫斯（37—100年），著名犹太文学家和史学家，还是韦帕芗皇帝的军师、智囊，帮助韦帕芗结束了尼禄死后的罗马乱局，夺取皇位。



[9]
 译注：韦帕芗是罗马帝国第二个王朝弗拉维王朝的建立者和首任皇帝，提多是韦帕芗之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父子俩分别于69—79年、79—81年在位。



[10]
 译注：图密善是弗拉维王朝的第三位，也是末代皇帝。韦帕芗之子，提多的弟弟。81—96年在位。



[11]
 译注：这个安东尼是指五贤帝的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在位。



[12]
 译注：西罗马帝国皇帝，375—383年在位。



[13]
 译注：66年，犹太地的犹太人发动反罗马起义，占据了耶路撒冷。尼禄皇帝派韦帕芗率军镇压，韦帕芗当上皇帝之后，派儿子提多继续镇压起义。70年，耶路撒冷陷落。73年，罗马军队攻克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堡垒马塞达。这场战争史称犹太战争。



[14]
 译注：古希腊的雅典统帅，以在马拉松战胜波斯大军而闻名。



[15]
 译注：阿米尼乌斯，或称阿尔米尼乌斯，于公元前18年左右生于日耳曼尼亚，日耳曼切鲁西人（Cherusci）的首领。小时被送往罗马当人质。长大后，他成为罗马辅助部队一队骑兵的首领。公元9年，他大败罗马人，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歼灭罗马将军瓦鲁斯率领的三个军团，成为日耳曼人的民族英雄。



[16]
 译注：日耳曼巴达维亚人首领，于69年发动了反罗马起义，击败了两个罗马军团。



[17]
 译注：尼禄·克劳狄·德鲁苏斯（公元前38—前9年），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的弟弟，公元前14年进攻和战胜了日耳曼人，获得“日耳曼尼库斯”头衔，意为日耳曼人的征服者。



[18]
 译注：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15—19年），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的侄子，继承了其父的“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自己也曾作为日耳曼方面军总司令讨伐过日耳曼人，取得了许多胜利。他还是第三任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父亲。



[19]
 译注：戴克里先，罗马帝国的中兴之主。284年继位为帝，结束了3世纪危机，使罗马帝国实现了中兴，305年退位，312年去世。



[20]
 译注：也称君士坦丁一世或君士坦丁大帝，生于272年，306—337年在位，修建、迁都君士坦丁堡，颁布了米兰敕令。



[21]
 译注：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生于331年，355年成为罗马西部的恺撒（相当于副帝），361年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在东征萨珊波斯帝国期间，伤重身亡。



[22]
 译注：也称狄奥多西一世或狄奥多西大帝。生于346年，379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东部皇帝，稳定了东部的局势，395年去世。临终前将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执掌，因此从395年开始，罗马帝国彻底分裂。



[23]
 译注：弗拉维·斯提里科（约359—408年），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婿，具有一半日耳曼血统。狄奥多西大帝死后，留在西罗马帝国辅佐其小儿子，罗马西帝霍诺留，多次击败日耳曼人的入侵。408年，被霍诺留处死。



[24]
 译注：弗拉维斯·埃提乌斯（391—454年），西罗马帝国的晚期名将，451年，在沙隆战役战胜匈王阿提拉为首的蛮族大军。454年，被怀疑他谋反的皇帝处死。



[25]
 译注：弗拉维·李希梅尔（约405—472年），罗马化的日耳曼人，西罗马帝国晚期将军和事实上的皇帝。



[26]
 译注：弗拉维·奥多阿克（约433—493年），原为效力于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雇佣兵头子，476年废黜末代西罗马皇帝，成为意大利国王。



[27]
 译注：阿拉里克（约370—410年），日耳曼西哥特人的国王，410年占领、洗劫罗马，离开后不久即死去。



[28]
 译注：阿提拉（406—453年），古代亚欧大陆匈人（Huns）的领袖和皇帝，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沙隆之战被埃提乌斯击败，停止向西进军。453年，娶了一房小妾，洞房花烛夜离奇死亡，他的匈帝国随之分崩离析。



[29]
 译注：贝利撒留（约505—565年），东罗马帝国名将，曾任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卫队长，相继灭亡阿非利加的汪达尔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因功勋彪炳、指挥艺术高超，被认为是东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首席名将。








附录一


部分古典时代会战伤亡记录

[image: ]
①译注：作者在这里以南北战争中的大小战役的伤亡、阵亡数字来对比，显示古代战争中的伤亡、阵亡比例并不比近代小太多，证明古代史料中的伤亡、阵亡数字并非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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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部分古典时代行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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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大事年表




	公元前110年
	马略开始军事改革



	公元前102年
	色克蒂留斯泉战役



	公元前101年
	维尔塞莱战役



	公元前100年
	恺撒诞生



	公元前86年
	喀罗尼亚战役



	公元前85年
	奥科美那斯战役



	公元前84年
	恺撒担任朱庇特神的祭司



	公元前83年
	庞培在皮克努姆



	公元前82年
	庞培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



	公元前81年
	恺撒在庇推尼



	公元前78年
	恺撒在奇里乞亚



	公元前77年
	庞培在西班牙



	公元前74至公元前66年
	卢库卢斯在东方



	公元前69年
	提格拉诺塞塔战役



	公元前67年
	庞培荡平海盗



	公元前67年
	恺撒在西班牙担任财务官



	公元前66至公元前61年
	庞培在东方



	公元前66年
	吕库斯河战役



	公元前65年
	恺撒担任营造官



	公元前64年
	恺撒担任民选法官



	公元前60年
	前三巨头组成



	公元前59年
	恺撒担任执政官



	公元前58年
	打击海尔维第人的战役



	公元前58年3月
	日内瓦行动



	公元前58年6月
	阿拉河和毕布拉克德战役



	公元前58年8月至9月
	打击阿里奥维斯塔斯的战役



	公元前57年春季
	阿克松奈河战役



	公元前57年8月
	萨比斯河战役



	公元前57年至公元前56年冬季
	盖尔巴的阿尔卑斯山战役



	公元前57年至公元前56年冬季
	文内几人劫走人质



	公元前56年春夏
	打击文内几人的战役



	公元前56年春季
	萨宾努斯在诺曼底



	公元前56年夏季
	克拉苏在阿奎丹的战役



	公元前56年
	三巨头在卢卡会晤



	公元前56年秋季
	打击文内几人的战役



	公元前56年暮秋
	打击莫里尼人和门奈比人的战役



	公元前55年春季
	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入侵高卢



	公元前55年4月
	恺撒向他们挺进



	公元前55年6月
	屠杀乌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



	公元前55年6月中旬
	在莱茵河上架桥并渡河



	公元前55年8月至9月
	第一次远征不列颠



	公元前54年6月
	讨伐德来维里人



	公元前54年7月20日
	第二次渡海远征不列颠



	公元前54年8月末
	渡海返回大陆



	公元前54年11月
	安皮奥列克斯进攻萨宾努斯和科塔



	公元前54年11月
	安皮奥列克斯进攻西塞罗



	公元前54年11月
	打击安皮奥列克斯的战役



	公元前54年至公元前53年冬季
	英度鞠马勒斯进攻拉频弩斯



	公元前53年3月
	打击纳尔维联盟的战役



	公元前53年3月
	德来维里人进攻拉频弩斯



	公元前53年春季
	恺撒再度渡过莱茵河



	公元前53年夏秋
	打击安皮奥列克斯的战役



	公元前53年秋季
	日耳曼人进攻阿杜亚都卡



	公元前53年
	卡莱战役



	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2年暮冬
	维钦及托列克斯开启战端



	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2年暮冬
	恺撒与他的军团会师



	公元前52年初春
	诺维奥洞纳姆、阿凡历古姆



	公元前52年春季
	奔向、围攻和撤离及尔哥维亚



	公元前52年春季
	恺撒与庞培之间出现裂痕



	公元前52年
	庞培成为拥有独裁权力的执政官



	公元前52年春季
	拉频弩斯打击巴里西人的战役



	公元前52年暮春
	恺撒与拉频弩斯会师



	公元前52年初夏
	万雅讷河战役



	公元前52年夏秋
	阿来西亚之围



	公元前51年1月至4月
	打击俾洛瓦契联盟的战役



	公元前51年4月
	打击俾洛瓦契人的战役



	公元前51年春季
	乌克萨洛登纳姆攻城战



	公元前51年夏季
	恺撒巡视高卢



	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50年
	恺撒与庞培之间的裂痕加深



	公元前50年
	恺撒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公元前50年12月12日
	人民保民官们逃出罗马*




	公元前50年12月17日
	渡过卢比孔河



	公元前50年12月20日
	安东尼占领阿雷提乌姆



	公元前50年12月23日
	执政官们离开罗马*




	公元前50年12月30日
	庞培在拉文尼姆



	公元前49年1月5日
	恺撒在安科纳*




	公元前49年1月8日
	占领奥克西穆姆



	公元前49年1月11日
	占领阿斯库卢姆



	公元前49年1月18日
	在科菲尼乌姆扎营*




	公元前49年1月24日
	占领菲尼乌姆*




	公元前49年1月28日
	庞培抵达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9年2月9日
	恺撒抵达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9年2月17日
	庞培离开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9年2月25日
	恺撒抵达卡普亚*




	公元前49年3月2日
	恺撒抵达罗马



	公元前49年3月9日
	恺撒前往高卢*




	公元前49年3月25日
	加图放弃西西里*




	公元前49年4月4日
	马赛攻城战开始*




	公元前49年4月20日
	费边在伊莱尔达扎营



	公元前49年5月6日
	恺撒离开马赛



	公元前49年5月23日
	恺撒抵达伊莱尔达*




	公元前49年5月27日
	伊莱尔达战斗



	公元前49年5月28日
	马赛海战



	公元前49年5月29日
	西班牙洪水泛滥



	公元前49年6月10日至11日
	在圣洛朗架桥



	公元前49年6月17日
	开凿运河



	公元前49年6月25日
	阿弗拉尼乌斯向伊比卢斯河进军



	公元前49年6月27日
	恺撒拦在阿弗拉尼乌斯与伊比卢斯河之间



	公元前49年6月30日
	第二次马赛海战



	公元前49年7月2日
	阿弗拉尼乌斯投降



	公元前49年7月20日
	库里奥在巴格拉达斯战败



	公元前49年8月5日
	恺撒抵达科尔杜巴



	公元前49年8月15日
	恺撒抵达加的斯



	公元前49年8月23日
	恺撒离开加的斯



	公元前49年8月28日
	恺撒抵达塔拉科



	公元前49年9月6日
	马赛开门投降



	公元前49年9月21日
	恺撒抵达马赛



	公元前49年10月11日
	恺撒抵达普拉肯提亚



	公元前49年10月28日
	恺撒抵达罗马



	公元前49年11月17日
	恺撒抵达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9年11月28日
	恺撒从布隆狄西乌姆起航渡海*




	公元前49年11月30日
	恺撒抵达迪拉基乌姆



	公元前49年12月1日
	恺撒抵达阿波洛尼亚



	公元前49年12月3日
	恺撒抵达迪拉基乌姆



	公元前49年12月5日至25日
	恺撒率领一个军团经伊庇鲁斯进军



	公元前49年12月5日
	恺撒在阿普苏斯河扎营



	公元前48年1月
	恺撒留在阿普苏斯河畔



	公元前48年2月14日
	恺撒与庞培都留在阿普苏斯河畔



	公元前48年2月15日
	安东尼驶离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8年2月16日
	安东尼在宁费乌姆登陆



	公元前48年2月18日至23日
	恺撒、庞培和安东尼实施机动



	公元前48年2月25日至3月2日
	庞培与恺撒在阿斯帕拉吉姆



	公元前48年3月4日
	恺撒截断了庞培与迪拉基乌姆之间的联系



	公元前48年3月4日至5月15日
	恺撒在迪拉基乌姆附近包围庞培



	公元前48年5月17日至21日
	恺撒包围迪拉基乌姆



	公元前48年5月26日
	庞培攻击恺撒的防线



	公元前48年5月27日
	恺撒撤离迪拉基乌姆



	公元前48年5月29日至30日
	恺撒在阿波洛尼亚



	公元前48年6月1日
	恺撒离开阿波洛尼亚



	公元前48年6月7日
	恺撒抵达埃吉纽姆



	公元前48年6月13日
	恺撒与多米提乌斯会师



	公元前48年6月15日
	恺撒占领戈姆菲



	公元前48年6月16日
	恺撒占领墨特罗波利斯



	公元前48年6月18日
	恺撒在法萨卢扎营



	公元前48年6月21日
	庞培抵达拉里萨



	公元前48年6月25日
	庞培在厄尼珀斯河河畔扎营



	公元前48年6月26日至28日
	恺撒挑战



	公元前48年6月29日
	法萨卢战役



	公元前48年7月2日
	庞培在安菲洛基亚



	公元前48年7月6日
	庞培在米推利尼



	公元前48年7月8日
	恺撒在安菲洛基亚



	公元前48年7月18日
	庞培在阿塔利亚



	公元前48年7月28日
	恺撒抵达赫勒斯滂海峡



	公元前48年8月6日
	恺撒渡过赫勒斯滂海峡



	公元前48年8月11日
	庞培在塞浦路斯



	公元前48年8月14日
	恺撒从小亚细亚起航前往埃及



	公元前48年8月16日
	庞培死于佩卢西翁*




	公元前48年8月17日
	恺撒离开罗得岛



	公元前48年8月21日
	恺撒抵达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8年8月22日至24日
	亚历山大城发生暴乱



	公元前48年8月29日
	托勒密十三世抵达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8年9月1日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抵达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8年9月11日
	阿基拉斯向亚历山大城进军



	公元前48年9月23日
	恺撒逮捕托勒密



	公元前48年9月26日
	阿基拉斯抵达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8年9月27日
	阿基拉斯进攻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8年9月27日至28日
	恺撒焚毁埃及舰队



	公元前48年10月3日
	恺撒处决宦官太师波提努斯



	公元前48年10月16日
	伽尼墨德斯担任埃及军队总司令



	公元前48年10月24日
	恺撒挖井汲水



	公元前48年10月26日
	第37军团抵达



	公元前48年10月27日
	为解救第37军团而爆发的海战



	公元前48年11月1日
	加图抵达阿非利加



	公元前48年11月13日
	尼哥波立战役——多米提乌斯战败



	公元前48年11月20日
	夺取欧诺斯托斯港的战斗，占领法罗斯岛



	公元前48年12月1日
	恺撒释放托勒密十三世



	公元前48年12月19日
	卡诺普斯支流战役



	公元前48年12月29日
	加图抵达勒普提斯



	公元前47年1月16日
	米特拉达梯抵达佩卢西翁



	公元前47年1月28日
	犹太营地之战



	公元前47年1月29日
	恺撒离开亚历山大城接应米特拉达梯



	公元前47年2月3日
	尼罗河战役，托勒密十三世阵亡



	公元前47年2月6日
	亚历山大城投降



	公元前47年4月4日
	加图抵达乌提卡



	公元前47年5月9日
	恺撒离开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47年5月23日至25日
	恺撒在安条克



	公元前47年5月27日至29日
	恺撒在大数



	公元前47年6月1日
	恺撒抵达马扎卡



	公元前47年6月3日
	恺撒抵达科马那



	公元前47年6月11日
	恺撒抵达泽拉



	公元前47年6月12日
	泽拉战役*




	公元前47年6月30日
	恺撒抵达尼西亚



	公元前47年7月18日
	恺撒抵达雅典



	公元前47年7月30日
	恺撒抵达他伦敦



	公元前47年8月2日
	恺撒抵达布隆狄西乌姆



	公元前47年8月11日
	恺撒抵达首都罗马



	公元前47年8月29日
	恺撒平定军队哗变



	公元前47年10月10日
	恺撒离开罗马



	公元前47年10月23日
	恺撒抵达吕拜乌姆*




	公元前47年10月30日
	恺撒驶离吕拜乌姆前往阿非利加



	公元前47年11月3日
	恺撒抵达哈德鲁墨图姆



	公元前47年11月5日
	恺撒抵达鲁斯皮那*




	公元前47年11月6日
	恺撒抵达勒普提斯*




	公元前47年11月7日
	恺撒抵达鲁斯皮那



	公元前47年11月8日
	恺撒的辎重车队赶来



	公元前47年11月8日
	鲁斯皮那战役



	公元前47年11月13日
	西庇阿抵达哈德鲁墨图姆



	公元前47年11月18日至22日
	西庇阿挑战



	公元前47年11月23日
	默西乌斯占领阿基拉



	公元前47年11月26日
	第13、14军团抵达



	公元前47年11月27日
	西庇阿前往乌兹塔



	公元前47年11月30日
	恺撒夺取了乌兹塔对面的山岗*




	公元前47年12月1日至4日
	恺撒挖掘壕沟



	公元前47年12月4日
	暴风雨



	公元前47年12月20日
	努米底亚国王尤巴抵达



	公元前47年12月21日
	西庇阿挑战



	公元前47年12月24日
	拉频弩斯设伏



	公元前47年12月26日
	恺撒面向乌兹塔排兵布阵



	公元前47年12月29日
	西庇阿发动进攻



	公元前47年12月31日
	第9、10军团抵达



	公元前46年1月3日
	恺撒开始围攻乌兹塔



	公元前46年1月7日
	恺撒和西庇阿排兵布阵



	公元前46年1月9日
	恺撒袭击瓦鲁斯



	公元前46年1月11日
	第7、8军团抵达



	公元前46年1月12日
	拉频弩斯第二次设伏



	公元前46年1月14日
	恺撒向阿伽尔转进；西庇阿前往特格亚



	公元前46年1月17日
	奔袭泽塔



	公元前46年1月19日
	恺撒挑战



	公元前46年1月22日
	恺撒挑战*




	公元前46年1月23日
	恺撒占领萨苏拉*




	公元前46年1月24日
	恺撒占领提斯德拉*




	公元前46年1月26日
	恺撒抵达阿伽尔*




	公元前46年1月27日
	4000名援军抵达



	公元前46年1月31日
	恺撒挑战



	公元前46年2月3日至4日
	恺撒向塔普苏斯进军并包围了它*




	公元前46年2月4日至5日
	西庇阿前往塔普苏斯



	公元前46年2月6日
	塔普苏斯战役



	公元前46年2月10日
	恺撒占领乌兹塔



	公元前46年2月11日
	恺撒占领哈德鲁墨图姆



	公元前46年2月12日
	加图自杀



	公元前46年2月16日
	恺撒抵达乌提卡



	公元前46年3月6日
	恺撒抵达扎马



	公元前46年3月14日
	恺撒抵达乌提卡



	公元前46年4月14日
	恺撒离开乌提卡



	公元前46年4月16日
	恺撒抵达撒丁岛



	公元前46年5月25日
	恺撒抵达首都罗马



	公元前46年6月至11月
	恺撒在罗马举办凯旋式，组建政府



	公元前46年10月至11月
	小格涅乌斯·庞培征服拜提卡



	公元前46年12月3日
	恺撒离开罗马前往西班牙



	公元前46年12月29日
	恺撒抵达奥布科



	公元前45年1月1日
	颁行儒略历



	公元前45年1月4日
	恺撒解救乌利亚



	公元前45年1月10日
	恺撒抵达科尔杜巴



	公元前45年1月12日
	小庞培抵达科尔杜巴



	公元前45年1月13日至20日
	在科尔杜巴周围构筑工事和进行战斗



	公元前45年1月21日
	恺撒抵达阿特瓜



	公元前45年1月28日
	小庞培抵达阿特瓜



	公元前45年1月29日
	小庞培改换营地



	公元前45年2月4日
	小庞培进攻波斯图弥乌斯营地



	公元前45年2月5日
	恺撒的骑兵抵达



	公元前45年2月6日
	小庞培在科尔杜巴附近扎营



	公元前45年2月19日
	占领阿特瓜



	公元前45年2月20日
	小庞培迫近乌库比



	公元前45年3月4日
	渡过萨尔苏姆河发生的战斗*




	公元前45年3月5日至6日
	索里卡里亚战斗*




	公元前45年3月10日
	小庞培前往希斯帕利斯



	公元前45年3月12日
	恺撒占领温提波



	公元前45年3月14日
	小庞培在卡鲁加



	公元前45年3月15日
	小庞培在蒙达*




	公元前45年3月16日
	恺撒在蒙达*




	公元前45年3月17日
	蒙达战役*




	公元前45年3月19日
	恺撒占领科尔杜巴



	公元前45年3月26日
	恺撒抵达希斯帕利斯



	公元前45年4月4日
	希斯帕利斯投降



	公元前45年4月10日
	恺撒抵达阿斯塔



	公元前45年4月12日
	恺撒抵达加的斯



	公元前45年4月22日
	在希斯帕利斯召开大会



	公元前45年8月
	恺撒离开西班牙返回罗马



	公元前45年9月初
	恺撒抵达罗马



	公元前45年10月初
	恺撒举办凯旋式



	公元前44年3月15日
	恺撒遇刺身亡





*
 表示日期明确，其他的都是估算出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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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战争中应用的战术汇总

[image: Figure-0006-0001]


◎　利奥六世跪拜基督，出自圣索菲亚大教堂内拱顶镶嵌画，因为利奥的第四次婚姻不被教会承认，基督左手边的位置留下了空白

利奥，基督庇佑的和平独帝，忠实、虔敬且可敬的奥古斯都，以及罗马人的皇帝。

这不是为了炫耀皇帝的虚妄威仪，不是为了展示武力，也不是为了娱乐。我们的陛下并不借此获取众人的尊敬与自己的快乐，而是通过让国家得以和平与繁荣，为臣民主持公道以及改善民生，来获得尊敬与满足。相反，最让他悲哀痛苦的是，因为人为疏忽，我们的臣民遭受厄运，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境况恶化。如果说，改善治下一个人的境况能让我们得到不可估量的欢愉，而让治下一个人境况恶化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悲哀，那么，数以万计的人在上帝的指引下交给我们指挥时，我们又是肩负着何等的重任！记住，我们要为他们的生死存亡负责，我们夜不能寐，终日乾乾，竭尽所能让他们免于损害，得到他们理所应当的欢愉与繁荣。

在其他国事问题上，若是境况稍微恶化，我们认为损害称不上大。但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军事上的失败，让罗马人的国家沦落到了何等的艰难地步。

在上帝的指引下，所有人得以享受宁静，与他人相亲相爱，而不是自相攻伐杀戮。但自从恶魔——人类初始的敌人、我们种族的残害者，利用我们的原罪让人们互相开战后，人们就必须要进行由恶魔发明、人类发展的战争，不能退缩，坚定与那些希望开战的民族对抗。他们必须做好军事准备，抵御敌人、保卫自己，让敌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若是如此，我们将免于因这些恶人的恶行而受害。在所有人安全后，众人终将珍视和平，将和平作为生活方式。

看上去，只要罗马人的军队保持精良有序，国家就能够长时期安宁，而那些英勇者的辛劳加上纪律约束之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赢得胜利的荣耀。但许多年来，对战术和策略的研究被忽视，乃至湮没无闻了，甚至军队的指挥官都无法理解一些再明显不过的问题。我们发现这造成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这种能够创造种种美好的学术，曾经让旧日罗马人的共和国兴盛繁荣，它消失后，我们的所得截然相反，上帝的仁慈无处施展，罗马人曾经习以为常的胜利也从战士手中溜走。在军纪与整训日渐涣散之外，我们战士的勇气也仿佛大不如前。有时我们认定这是士兵缺乏训练或者性格怯懦的结果，有时我们认定这是他们指挥官缺乏经验与胆怯的结果，有时我们又因为古时军事著作晦涩难懂而忽视了战术教学。因此，我们若是希望在上帝的支持下，重构这利国利民的学术，并在这学术几乎从罗马人的世界消失后再让其复兴，我们决不能犹疑，要极为严肃地亲自进行这一任务，让全部臣民受益。

在充分研究了古时的作品、近世的策略与战术后，我们又参阅了其他著作中的记述，只要发现了对战争有帮助的文字，我们就将其整理并抄录下来。此外，我们从有限的军事经验中了解到的，如今军中使用或可用的战术与策略，我们也尽可能记述下来。我们认为，这是一本有关军事问题的篇幅适中的参考书，就像《法学手册》（Procheiros nomos）
[1]

 一样注重实用，尽可能省略藻饰与论述。这是军事方面的导读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各级军事指挥官和其他负责指挥的官员参考。我们向您保证，这会让您在指挥时进退有方，并进一步了解古时的军事著作和论述。我们不考虑文法措辞以及韵律，我们考虑的是实用性，表述清晰以及文字简洁。出于这一理念，我们时常会对古希腊战术方面的概念进行明确，并把拉丁语借词用希腊语阐释。我们也使用当前军队中使用的表述方法，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我们唯一删除的是那些如今已不适用的军阵，因为他们臃肿无用，又没有明确的描述。因此，那些负责指挥部队的人，将会得到大量有关战斗和远征需求的实用经验。这一本军事手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重新创作的部分，也在于那些摘抄自古人的记载。即使编写这本书不能让罗马人得以复兴，至少这些语句也能够让那近乎湮灭的学术得以复生，为人所知，并恢复古时的地位。

如果任何人，靠着自己的勤奋和经验，对这一作品进行了改进和补充，我们将会感恩，并希望读者理解我们的热情。

负责指挥部队的人或多或少要花时间研究战术和策略，这至关重要。一些缺乏经验的人以为战争就是靠人多势众和勇气，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是靠上帝的指引以及军事指挥和纪律。每个人必须清楚这一事实，而非贸然依赖数量。依靠指挥和军纪，能够获得安稳与先机，而依赖数量则会带来纷乱和庞大的开支。

不懂得导航就无法开船穿越大海，战争也是如此，不懂得军纪与指挥就无法战胜敌人。靠这些以及上帝的指引，我们不但能够战胜与我们规模相当的敌人，甚至能够以少胜多。我们将这一本军事方面的著作当作另一本《法学手册》，如前文所述，恳求您细致而极为严肃地阅读。

首先，有必要概述战争中的战术。而后讨论何为将军，将军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应当如何制定计划。在此之后，我们将解释部队的分配和指挥，以及士兵使用何种武器装备，每一名士兵应当如何装备。此外，还要讨论军队在实战前进行训练的情况。而后，军官还要研读目前使用的军法。接下来讨论部队在我方领土和敌方领土的行军，以及所谓的辎重车辆，当然，还有扎营的准备与实际工作。也要讨论开战前一天以及开战当天的具体任务。此外，还要插入对围攻战的讨论，而后讨论战后的任务。接下来要讨论对敌人的突袭、伏击及相应的防备手段。此外，还要讨论各种各样的阵形，包括罗马人的阵形和异族的阵形。我们还补充了一段对海战的简短论述。作为这一切的总结，本书收集了一系列有关战术和策略的格言警句汇总在《摘录》章节中，毕竟本书为保持简练的风格，不能随意将这些格言警句插到前文。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让那些聪明机敏的军官更加睿智。

我们就此开始。


注解



[1]
 　译注：由巴西尔一世和利奥六世主持编纂的《君主法典》凝练而成。



第一章

战术与将军

[image: Figure-0010-0002]


◎　拉拉康河（Lalakaon）之战，出自斯基里泽斯的《编年史》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拜占庭帝国在这一战歼灭了阿拉伯帝国在亚美尼亚方向的地方部队，麦利蒂尼埃米尔阿穆尔阵亡。这一战可谓拜占庭—阿拉伯战争的转折点之一，也是利奥六世《战术》的写作背景之一

战术是在战争中行动的科学，战争中的行动包括两个部分：陆地上的行动和海洋上的行动。战术是有关军阵、武器装备以及部队行动的军事技巧。

战略是指挥官有效使用策略演练部队，将训练成果用于实践并最终战胜敌人的手法。

战术的目标是使用各种可能的突击或行动之类的手段击败敌人。战术的价值在于发动纪律严明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术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部队组织成一个难以攻破的阵形。

完整的战备包括两个方面：陆地上的陆军和海上的海军。海上的作战我们将在之后讨论。为陆地作战而集结的大批人员中，一部分是用于作战的士兵或勇士，其他则是辅助他们的非作战人员。作战人员要集结成部队迎战敌军。余下的非作战人员，如医生、仆役、商人和其他人员，都要跟随部队提供辅助。在作战部队，即战场上的军队中，一部分是步兵，一部分是骑兵。步兵主要是站立步行，而骑兵则骑马机动。曾经某个时代，战争主要靠普通战车和装上镰刀的战车以及背着装满士兵的塔楼的战象完成，但我们现在不会讨论这些，因为这些装备已经全部不再使用。

在这段对战术多少有些简略的概述后，有必要讨论将军。将军是什么人？什么人适合这个职务？

将军是一个在他管辖的行政区内，拥有仅次于皇帝的最高权力的人。

将军是他指挥的军区部队的主官。他由皇帝任命，而只要是他属下的官员，都由他决定他们的升迁，尽管一些人由皇帝指派给他。其他人则直接由他任命。

将军应当在以下方面强于他所有的下属，包括智慧、勇气、正直和谨慎，管理好自己行省中的所有事务，包括军务、私密和公众事务。接手一支纪律涣散的部队后，他必须负起责任，按照适宜当时情况的阵形组织起部队。

将军的目的是增强他控制的军区的实力，并保护军区免遭敌人或其他不利因素损害，特别是混乱和暴乱。他要用各种手段击败敌人，无论是正面决战还是突袭。无论他要对敌军采取什么行动，他必须做好警戒，以防敌军使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

广受尊敬的将军的最终目标是做那些上帝和皇帝所希望的事，而非反其道而行之，他极少在意那些合宜的事情。因此，在对将军进行了初步描述后，我们必须要讨论他的品质，如同讨论肖像画中的色彩一样。我们必须清晰地说明他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负责这一职务的人应当有什么品质。



第二章

将军

[image: Figure-0012-0003]
◎　贝利撒留，拉文纳圣维塔利修道院镶嵌画。爱德华·吉本曾经指责《战术》等军事著作过于死板，无法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然而世上并没有完美的军事指挥官，如贝利撒留一般出色的将军也是可遇而不可求。《战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能力合格的军官们作为参考，避免他们犯下低级错误，也希望读者注意这一点



我们坚持认为将军应当谨慎行事，并在生活中保持自制。他应当保持清醒和警惕，保持节俭而不浪费必需品，能够承受劳累之苦。他应当精明而有实用的智慧，厌恶贪欲而声誉出众，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他应当能够即兴在部队中演讲。如果可能的话，他最好也是位父亲。他不应当过分热衷商务或者类似的事情，也不应当过度吝啬，全心全意追求蝇头微利。简而言之，他应当内心高尚，如果可能，身体乃至所有方面都应慷慨无畏。

他应当谨慎而非沉迷肉欲，以免对必要的事务疏于考虑乃至误事。

作为一个担负如此重任的人，他必须训练自制力。无节制而放荡的冲动，在与能够肆意妄为的权力结合后，将无法控制对享乐的追求。

他应当清醒而警惕，以便在处理真正重要的事务时保持警惕。通常在夜晚，当灵魂更为平静时，将军的计划才会最终定型。

在处理他的需求时，他应当节俭而不做作。指挥官进行花费甚多而持续不断的奢侈享受是浪费时间而又一事无成的，而且会侵吞必要的支出。

他应能忍受劳作并不得最先休息，作为士兵的榜样，高尚地担负起艰苦的工作。

他应当精明而睿智。将军必须思维敏锐、头脑敏捷，关注所有方面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混乱经常会出现，逼迫他想出扭转情况的对策，如同马被马刺刺中一样。

他不可以贪婪。他处理事务时应远离腐败，态度保持公正，而任命下属的军区官员时，应只考虑其能力与德行。许多人，尽管在面对敌人时性格勇敢、身体强壮，但在面对黄金时，他们的眼睛却会被蒙蔽。在对付将军时，贪欲是一种恐怖的武器，能够打败并摧垮他们。

他不应该太年轻或太老，年轻人的思维缺少自信，而且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年轻而困惑，而老人身体虚弱。他们都不能保证安全。年轻人太冲动而可能因胆大鲁莽而犯错，老人的体能太虚弱而可能忽视一些本应该做的事情。理想的选择是介于二者之间，不太年轻也不太老。没有老去的人拥有勇气和力量，而不再年轻的人则往往睿智而沉稳。有些人身体的力量很好，但思维不够缜密，而有些人虽拥有睿智的头脑，但身体缺乏力量。他们的推断都得不出正确的结果。一个缺乏身体力量支持的头脑无法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而缺乏精明的力量也往往一事无成。

我们知道，被下属拥戴的将军格外受尊敬，且能非常有效地帮助他所指挥的人。当人们爱戴某个人时，他们会迅速遵守他的命令，他们不会不信任他的话语和许诺，反而会在他陷入危险时与他一同战斗。因为爱正是愿意为所爱的人奉献生命。

我们更希望让当上父亲的人而非没有孩子的人担负这一任务，尽管我们也不会拒绝一位优秀而没有孩子的人。一个有孩子的人，如果孩子是婴幼儿的话，这个人会因对自己孩子的爱与照顾而对生命更热忱而严肃。如果他们的孩子已经成年，那么这孩子能够成为指挥时的幕僚、同伴与忠实的仆人，能够帮助父亲分担他担负的责任并成功完成任务。因为这些原因，一个有孩子的人比没有孩子的人更好。

他应当能够在公开场合演讲并鼓励他人，我认为这种能力是对军队最有帮助的。如果将军在集结起部队时，能够用语言鼓励麾下士兵，往往就能够让士兵克服畏惧，乃至直面死亡。与此同时，他也让士兵热切希望获取满意而丰厚的回报。号声只会在耳中回响，而演讲却能直击灵魂，昂扬的话语能让听众们鼓起勇气，展现英武，敢于直面危险。更重要的是，当军队遭遇危机时，鼓舞人心的演讲能让士兵们重振精神。对战败的部队而言，将军们机巧的演讲带来的抚慰胜过医生对伤口的治疗。毕竟医生只能治疗伤口，而且伤口也需要许久才能愈合，但演讲却能立即振奋疲惫者和伤者的士气，让尚健康者鼓起勇气。

我们更希望由声望较高的人出任将军。若是军队的指挥官不受大众尊敬，士兵难免要反感与恼怒。没有谁希望做不如自己的人的下属，也不愿接受这种人的领导。在我看来，将军必须要拥有我之前列举的所有优良品质且名声良好。真正德行出众的人也不会长时间默默无闻。

我们认为单纯因为一个人富有而任命他为将军是不合适的，他必须具有将军应有的美德。而一个贫穷的人若是出色，也不应因为家产不足而被排除在外。同样，仅因为一个人富裕而将他排除在外确实不合理，而仅因为一个人贫穷而选择他也不合理，关键在于此人是高尚且适合作为将军，还是缺少将军应有的特质。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家产而评价他是否胜任，而提升他们时考虑的也是他们的为人而非家产。一位富裕的好将军和一位贫穷的好将军，差别仅仅是护甲上是镶金嵌银还是只有普通的铜铁。前者装饰华美，后者有益于实战。我们认为，如果一个贫穷者不以权谋私贪婪索取，就可谓高尚。将财政官提升为将军永远不是好主意，即使他是周边地区最富裕的人。也不应该委任那些为人悭吝、在意蝇头小利，本业是商人或者曾经经商的人担任将军。这些人往往把思维耗费在细枝末节上，而且会因为眼前的利益以及对财富的渴望而兴奋，完全称不上高尚。

如果一个人先祖地位显赫而广受尊敬，那么他就更适合出任将军。然而没有显赫先祖的人也不应被排除在外。我们不应把出身作为一个人是否适宜出任将军的必要条件，而拒绝完全有能力胜任军职的人。我们对动物的血统优劣的判断源自个体的能力与表现，所以一个人的家族是否高尚，关键不在于先祖立下何种功业，而是在于他本人的处世态度与成就。因此让一个出身平民的人在战场上展现英勇与出色能力后，依然让他作为普通士兵，或者因为一个人先祖显赫而让他担任将军，却不考虑他个人能力上的不足，是不适宜的，而且是愚蠢的。当然，如果一位将军在优秀的品质之外还有显赫的出身，确实可谓幸运，但一个出身显赫的人若没有出色的品质，也无用。

或许有人会认为出身低微的人能够成为更优秀的将军，毕竟那些出身显赫的人靠着先祖的功绩与名望，往往无所用心，无视上级的命令，而那些没有显赫先祖的人则急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默默无闻的现状，并愿意为此赴险。就像穷人为了谋生，可以忍受的劳苦要比富人多，只因为他们渴望获得自己无法获得的那些财富，因此没有显赫先祖的人会努力奋斗，用自己的功绩来获取名望。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担任将军的人应尽可能能力出色，出身高贵而富裕，不过有能力的贫穷者，或者出身低微者也不应被排除在外。

总结一下，将军必须在身体上尽可能高大、强健而耐劳，果断、勇敢、受人尊敬、严肃认真而且做好了面对危险的准备。他应当格外了解神学并对上帝虔诚。在俗世享乐方面，他应保持克制。但在精神上的追求，他不应满足现状，应当不断追寻新的成功。在情况尚不清晰时他应明白自己应当如何行动，他应当用自己的聪慧、机敏洞察被隐藏起来的目标。他应在军务方面经验丰富，能将部下结成作战阵形。他的话语要能够振奋士气低落的部下，让他们充满期望，敢于面对危险。他应当坚定地遵守协议和诺言，不会被他人的花言巧语欺骗。他应当信念坚定，并乐于节省在享乐上的开支。他应当大公无私，正直对待他的友邻并与他们协作，特别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奋斗时。

因此被任命为将军的人，他的天资、性格和生活方式，应当如前文的简述一样。在担任军官后，他还要诚实可信、平易近人，心无旁骛时刻备战。他不应过度仁慈谦恭，以免被士兵轻视；也不应过于严苛，以免遭部下忌恨。过度的善意会让麾下部队的纪律涣散，而对他的畏惧又会失去士兵们的爱戴。

他有责任及时处理的各种事务以及必须警惕的各种威胁，本书均事无巨细地进行了总结。在本书相关的章节，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展开叙述。

我们希望陛下提拔的将军确实能够如此出色，并保持这种品格。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上帝的庇佑与我们的爱戴，和我们一同获得拯救，也得到所有人的敬重，生活幸福。愿他得到基督，万物永恒不变的统治者的祝福。在讨论了将军应有的品质后，我们现在要向将军以及皇帝陛下，就战略与战术相关的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在讨论其他问题前，将军，我们要向您提出第一条劝告与建议：考虑上帝的庇佑，正直处世，仿佛上帝在您面前。畏惧上帝，全心全意敬爱上帝，并以仁爱对待我们。履行这些戒律，您将得到上帝的庇佑，我的说法或许过于武断——在艰难时刻您将依然自信，坚信向我们的主祈祷，就如同朋友之间的信任一样，向上帝祈祷后将得到如朋友般的援助。有人说，上帝会尊敬敬畏他的人的意愿，听取他们的祈祷，并拯救他们。此言不虚。

您必须明白，若是没有上帝的庇佑，无论您如何明智，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得以实施，您将无法战胜敌人，无论他们看上去何等羸弱。上帝管理着世间的一切，包括一切的细枝末节。

在船上，若是风向不对，最优秀的舵手也无法施展才艺，但若是风向有利，加上他的才能，船只航行速度就可以加倍。最优秀的将军也是如此，他获得了上帝的庇佑，保持警惕与勤谨，就能充分利用他的谋略与战术。他可以安然管理交给他的部队，并能够应付敌人的各种诡计。上帝会指引他做出有利的决定，让他走向成功。他应当在信仰上坚持正道并保持公正，有这样的基础，他也会有其他的优秀品质。

您应当以礼待人，毕竟凶恶待人者会遭记恨，不应如此。您应当在衣食方面保持简朴，饮食与衣着上的张扬夸饰就是浪费本可以用在必需品上的钱财。在处理重要事务时，您应当谨慎，不知疲倦，决不可疏忽懈怠，谨慎和坚持足以让您渡过最艰难的时刻。不防来事，事来难防。

您不应当随意处置重大而不可避免的问题。您的决策或许需要时间，但决定之后就必须尽快并安全地执行，就像医生治病一样。

您应当向麾下的部属展现公正，不要仅仅因为尊敬某人而偏向，而是要以直待人。

处置因心怀恶意或者疏忽而违反军纪的人时，您不应当敷衍或者过于随和，应展现出优秀指挥官应有的能力，毕竟与恶人合作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在情况紧急与危险时。另一方面，您也不能在没有做好调查时就草率下令处罚，应保证严谨。敷衍让人心生轻蔑，不听指令；因草率招人记恨，也是理所应当。最好的办法是恩威并用，在证明有罪之后施加合宜的惩罚。讲道理的人不会把这当作惩处，而是当作规范。

最重要的是，准备战争时必须保证战争的理由正当，不要进行不义的战争，除非敌方以惯常的亵渎挑起战火，入侵我方的领土。

我们应当永远为我们的国民争取和平，也同样要尽可能让蛮族保持和平，这是上帝基督，世间万物的统治者的意愿。如果邻国也同意这一观点，在自己的领土上安居，并许诺不会对我们不义，您就不应该主动攻击他们。不要贸然让大地染上罗马人或者蛮族的血污。毕竟，您在指责敌人背信弃义的时候，敌人也会如此指责您，宣称自己原本就没有对陛下的臣民进行任何敌对行动，而是期待和平共处。在可能时，我们必须与所有人保持和平，特别是那些期望和平生活，又没有损害我们臣民的民族。我们必须把追求和平置于其他目标之上，与各民族保持和平，不得贸然开战。

但如果我们的对手背信弃义，愚蠢地挑起战争，入侵我们的领土，那么您就拥有了正义，与背信弃义、挑起战争的敌人开战。怀着自信和热情与他们交战，因为是他们背信弃义，给了我们开战的理由，上帝的正义会站在您这边，英勇奋战吧。为您的兄弟们而战，您和您的部下将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求皇帝陛下必须保证战争的理由正当，仅仅和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开战。

无论何时何地，您都应当努力工作，显示自己优于麾下所有人，特别是对上帝的信仰，祷告时的虔敬以及其他的美德。部下多少都会被领袖的坚定所影响。如同谚语所说，鹿无法统治狮子，只能被狮子统治。

将军，我们汇总了各种指令，同时保证汇总的内容不会过于繁杂。您的具体问题，可以从本书的其他章节获得解答。

坚持这些戒律，期待取得成功，这样您的严谨与进一步创造，会首先得到上帝的欣赏以及我们的赞誉，进而取得与您的辛劳所相当的功绩。



第三章

计划

在所有的行动之前，都有制定计划的必要。任何事，没有预先制定计划就进行，都将难以安稳，虽然一些人自以为思维敏捷，能够在进行任务时定好计划，但偶发事件是不可作为常规事件的。特别是出于以上原因，我们坚持建议您在进行所有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前，要召集那些您认为应当参会的军官，比如分队指挥官及地位相近者前来共同谋划。当您的想法成为决定后，就要严肃谨慎地执行您在谋划时定下的一切，如果没有遭到什么阻碍——通常如此——就完成计划。不过，现在我要向您阐述谋划的本质以及如何成功得出结论。

谋划是思考是否要执行某事。如果决定不做，就不必就此继续思考。如果决定做，就要继续想清楚：该如何做，即确定执行方法；在何处做，即确定执行地点；在何时做，即确定执行时间；该做什么，即确定具体行动；谁来做，即确定计划中行动的执行者；为何做，即确定执行这些行动的原因。

负责制定计划的人首先必须要保持心无杂念，特别要排除制定军事计划可能的干扰，无论是敌意、友情或者其他的情感。

您不应当仅仅选择表面上最容易实现的选项，而是要考虑所有的可能。在开始思考后，或许整个计划的大致架构就会构建成为提议。他人的提议中或许会有一些被您忽视的、更合宜的行动程序。

如果您不是自行制定计划，而是请他人来参与谋划，您依然应当保持中立，如前文所说，和自己制定计划时一样。为了帮助计划制定，应委派有相关经验的人参与，最好是有远见、思维缜密、沟通顺畅、机敏且可信的人。他们不应为了阿谀奉承而无条件支持您，或者主管官员、其他人的谋划。相反，他们应当独立思考、知无不言、不偏不倚，他们不得全程附和，必须要在讨论时表达观点，支持有利的方案。

[image: Figure-0019-0004]


◎　巴尔贝里尼象牙饰板，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在这个六世纪的牙雕上，皇帝以英武的统帅形象出现。尽管罗马帝国的“英白拉多”理论上应当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许多皇帝，包括利奥六世在内，却从未曾到战场上亲自指挥作战

一些人支持的计划方案仅仅对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亲友有利，他们就此决定提议。这些人往往不肯让步，也很可能就此得逞，从计划中得利。

当计划必须保密时，应仅仅请可信、自制力强，而且能保守秘密的人参加谋划。他们不应是他人的下属，人数也不能过多，人数少更有利于保证机密。

若非必须立即决断的情况，在制定计划时不必仓促。但只要定下计划，在遭遇重大阻碍之前，应尽快完成计划。

如前文所述，应以类似的方式选择行动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行准备。同样，不要独自安排这一切，而要与和您共同行动的人一同商讨。和多数人共同思考谋划，但制定最终计划时身边应只有几个人。在选择较好的计划之后，就自行保守秘密，以免计划暴露，让敌军得知并准备应对。

在思考时，涉及的各种问题会促使各种想法产生，或许纵观全局能够有助于与会者认清事态，并最终得出结论。

每个人都有必要欣然配合追寻真相且无偏私的问询，同时服从召集会议者的深谋远虑。

谋划的目的应是寻找答案，如果要做某件事，要如何去做，何时何地进行；如果不做，又是出于何种原因。

在就某些问题或为达成某些目的进行谋划时，应保证谋划的结论既可行又有利。不可能执行的计划没有力量可言，也因此毫无用处，其中的不智显而易见。

如果您谋划的计划对您没有益处，事实上就是有害的。如果您不能够将计划付诸行动，这样的谋划就没有价值，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考虑行动时可能引起的损害。许多人都沉浸于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了可能的危险。

为此，考虑到问题涉及的每一个方面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有必要就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而重新考虑计划。这样您就不会盲目、莽撞，因为仓促而落入明显的陷阱。

同样，畏惧而缺乏勇气也是有害的。担心不可理喻的错误以及过度忙于处理那些您自以为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问题，往往会让您忽视最重要的问题，从而错失付诸行动的机会。

因此，可敬的将军，我们简短地讨论了谋划，下面就要讨论军事与战斗中的战术。



第四章

部队划分与军官委任

[image: Figure-0021-0005]
◎　罗马—拜占庭军旗复制品。写有耶稣基督希腊语首字母的“labarum”军旗在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依然被频繁使用。此外，画有基督或圣母形象的绘版、胜利女神像，以及罗马帝国骑兵部队使用的龙旗（draco），也同样在军队中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双头鹰旗帜在这一时期并无广泛使用



我们命令阁下遵守最初流传下来的习俗，选择您认为能够满足战争需要的士兵和军官。从您掌管的整个军区选择士兵，士兵不能是小孩或老人，而应该是勇敢、健壮而家境殷实的成年男子。当他们履行兵役，在出征或集结部队时，他们的家中必须要有他人耕种农田，而且能够负担起一名士兵所需的全部武器装备。这意味着这些家庭要免除其他的国家劳役。毕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战士们——我如此称呼那些为陛下和崇敬基督的罗马人英勇奋战的勇士——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负担，当然，公共税收除外。

在您指挥下的全部军队应当细分为具体的部队，即所谓的旗队，而后再将之分为小队，而后再按列排好，每列为五人或十人，也就是每个小队站成一两列。
[1]



以如此方法将全部部队分为旗队和小队，负责指挥的军官们，无论是旗队长、统领和分队长都应各司其职，组织成各种规模合宜的部队。他们应当能力出众，信仰坚定并忠诚于罗马人的国家，此外他们也应当拥有超越常人的勇气。他们最好家产殷实，而且出身高贵，德行高尚。如果他们出身高贵，在关键时刻他们依然会果断遵命行事；如果他们家产殷实，在需要时他们也能够资助士兵。即使是小恩小惠，也对指挥官有益，让所属部队能够更好地组织作战，同时也对他更为爱戴，愿意与他一同作战，并无惧危险直到最后一刻。

官阶较高也最受尊敬的军官们应当和将军一起开会，每一次谋划时他们都应当在场并参与，在必要时参与决策，甚至是应当隐匿或保密的决策。毕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论多出色的人都不应刚愎自用。所有无人协助的谋划与决策，在谋划者自己看来自然巧妙，但得到他人验证的决断才更可靠，也才更能避免遗漏疏失。

因此将军，我们依然就同一问题给您提出建议：既不应当毫无自信犹豫不决，也不应当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谏。听从每个人建议而全然不自信的人必然会频繁犯错，而那些完全不听他人建议，只相信自己的人则难免要犯下大错。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将首先给出军官们的职务名称，而后简短地阐述各职务。

职位最高者是将军，之下是军阵指挥官（merachs）和分队指挥官（tourmarchs），而后是统领（droungarios），再之后是旗队长（kometes），即指挥所谓旗队（banda）的军官。在旗队长之下是百夫长（kentarchs），十夫长（dekarchs），即小队的队长，五夫长（pentarchs）和四夫长（tetrarch）由于位于队列的尾端，他们也被称为队尾长（ouragos）。

这些是各级指挥官的职务，此外各个分队与旗队之中还有各种其他军官，比如掌旗官、号手、医护兵（depotatos）——军中的救护者、信使和鼓舞者——负责鼓舞其他士兵，激励众人参与战斗的人，在我们之前，最近的一位军事典籍著作者使用拉丁语，称之为领号者（kantatores）。其他人则担负各种各样的必要职务，比如“救护者”（skribones）等等。这些职务未见古人记述，而如今存在于军中，下文将具体解释。

作为全军领袖的人是将军，职位仅次于他的是副将（hupostrategos）。我清楚，我们的先辈用“副将”这个词来代指如今的军区将军，毕竟指挥所有人是皇帝的任务，因而各军区的将军可以视作他的“副将”。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用“副将”代指高级指挥官。将军此后用于指代皇帝在各地委任的最高军事长官，指挥军区部队，而各军区将军依然是皇帝的“副将”，且均出类拔萃。

但如今，“副将”这个词只用来指代军阵官（merarch）了。

分队指挥官（tourmarch）如今用来指代旧时的军阵官，也就是负责指挥军阵（meros）的军官。

统领是指挥中队（moira）的军官，由所属军阵的分队指挥官直接指挥。每个军阵由三个中队或统领队（droungoi）组成。每个中队或统领队再由战队（tagmata）、翼队（arithmoi）或旗队（banda）组成，其指挥官称旗队长（komes）。

旗队长负责指挥战队或旗队。

百夫长（kentarch/hekatontarch）指挥一百人，地位在旗队长之下。

十夫长指挥十人，五夫长指挥五人并位于队列中央。

四夫长，所谓的卫士，又被称为队尾长，站在队列的最后方。这个比较详细的军官设置让大部分高尚而勇敢的士兵能够有效接受指挥并执行命令。

掌旗官为每个旗队掌队旗。

旧时的“医护兵”，如今称“救护者”（skribones），他们在战线后方跟随，和医生一样救助并照料作战时受伤的士兵。

信使负责迅速把军官的指令传达给部队。

列长是每列的第一个人，即第一排的士兵，数量由实际纵深情况决定，他们时而被称为“队头”或者“排头兵”。

“跟随者”（sekoundos）用来指代每列的第二个人，他们也被称作“二排兵”。

队尾长是每列的最后一个人，位于最后一排。

突击部队，所谓的“先锋队”（promachoi），负责在两军交锋之际从军阵中当先出击，并率先追击撤退的敌人。他们也被称为“破阵队”（proklastai）。

防卫部队负责跟随在他们后面，不冲锋也不解散阵线，而是有序地跟随作战，当突击部队被击退时为他们提供支援，他们也被称为“复仇者”。

测绘部队（minsoratores）是指那些负责丈量营地宽度，并搭建营地的士兵。

古罗马人称为安营部队（antikensores）的人，就我所知，这些士兵如今和测绘部队混编在一起，没有特殊的称谓。在大军行军时，他们率先出发勘察道路的情况，寻找适合的道路以及适合扎营的区域。

间谍（skoulkatores）的任务是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告知我方。

侧翼护卫是负责护卫第一条战线侧翼的部队。

包抄部队是负责包抄敌军侧翼的部队。

突袭部队负责对敌方的军阵发动伏击与奇袭。

后卫部队安排在整条战线的后方行进。

辎重车辆中有给士兵的补给品和其他备品，另外还有仆役、驮畜和其他牲畜，还有其他随军携带的物品。

将军的随行人员由特定的军官组成，包括他的行营卫长、军区参谋等，简而言之就是平常随他行动的军官们，此处若详细列出，行文难免臃肿。

而后还有军区中的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ios）、档案官（chartoularios）以及军区内司法方面的最高长官仲裁官（praitor）。首席书记官是负责民事的行政官员，档案官负责士兵档案的登记与军队内的检查，仲裁官则负责处置那些违犯军规者。尽管他们是将军的下级，在一些问题上要听从将军的命令，但本质上他们都是效忠于皇帝陛下。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靠他们更确切地了解民事和军务管理的实际情况。
[2]



您要把全部部队进行具体的划分，并委派机敏、勇敢而善战的各级军官指挥。

从中队或者旗队中选择决断力强的勇敢者担任百夫长，并选择勇敢善战的人担任十夫长，若是擅长射箭则更好。十夫长之下，以类似的方式选择五夫长和四夫长。而后选择负责队列警卫的十人队卫士。每个小队应当有两名卫士，这样每个小队就都有五名低级军官。余下的人，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要根据部队组织的实际情况，在队列中依次部署。

[image: Figure-0025-0006]


◎　十至十二世纪的牙雕中的士兵形象，现存于柏林博德博物馆

安排这些人员就位后，要求低级军官们审查各小队士兵的情况，也就是他们的性格与能力。优秀者应当配置在前方，中等者配置在后方，而较差者配置在中部。

每个中队要选择两个机警明智的人作为信使，还要选择两名掌旗官。选择应该在小队中进行。

而后，如果当时没有仆役随行，就让较为贫困的士兵管理驮畜，也就是一个人管理三头或四头牲畜。另外要从士兵中选择名声较好且能够掌旗的人，负责引领辎重车辆或者驮畜。

军官必须得清楚在旗帜左侧部署多少个小队，在旗帜右侧部署多少。

把小队的人数设置为五人、十人、四人、八人或者十六人均可，只要您认为适宜当前作战需要。互相了解的他们共同作战，会更加高效与英勇。如前文所述，各小队成员应共同劳作。

在事态允许，特别是进行格斗时，把兄弟和朋友们聚集到一起作战是十分明智的。朋友陷入危险时，士兵们会为自己的朋友而奋战。不回报朋友的恩惠是相当的耻辱，背弃朋友逃跑则更为可耻。

如前文所述，应当将年长者与年轻者混编到各支小队中。这样军中的老人不至于羸弱无力，年轻人也不会因为缺乏经验而自乱阵脚。年长者即使年迈，经验也依然可用，而年轻人的活力和勇气却不能弥补经验上的不足。

各支中队或者旗队列队完成后，有必要委派军官，所谓的旗队长来管理他们。各支中队平均人数应为三百人。即使您部队规模较大，各中队的人数也不应当超过四百人；即使部队规模较小，也不能少于两百人。

您应当把这些中队组织成千人队或者军阵，又或者是统领队，派勇敢、决断力强、守纪律的人担任军阵官，若是他出身高贵家产富裕则更好。古人所谓的千人队长，我们如今称为统领。

您要把军阵或者统领队集结成分队，委派皇帝陛下批准的分队长管理。这个官职此前被称为军务官（stratelates），如今通常称为分队指挥官。这一官职应当由勇敢、决断力强、守纪律、有德行和经验的人担任，他最好能够读写。第二个分队的分队指挥官，所谓的副将，是最为重要的，他在必要时要接替将军的全部任务。

应当集结三个分队，并各自委派一个分队长管理，因此军区中规模最大的下属军事组织就是三个数量相等的分队，分别居于左中右。他们共同组成将军麾下的全部部队。

如前文所述，各中队或旗队的人数不应超过四百人，各统领队不应超过三千人，而分队则不应超过六千人。

但如果军队超过前文所述的规模，那么尽可能把留在分队之外的部队配置到主要战线之后的第二条战线，作为支援部队，同时也庇护三个分队的侧翼；另外也可以作为后卫部队、突袭部队或者负责包抄的部队。

不要让分队或统领队的规模太大，否则因为军阵延展过宽，他们可能陷入混乱，难以调度。

我再给您一个有用的建议。不要让所有的中队和旗队规模完全相同。这样敌人就可以靠数旗帜估计我方部队的规模，这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您也要按我们的要求布置，每个中队不应超过四百人，不应少于两百人。

如果您让每个中队使用两面旗帜，在即将接战时几番变换，这能够有效地迷惑敌人。

每个旗队都应当安排好负责各种勤杂任务的人员，包括两名机警敏锐的信使，声音悦耳洪亮，如果能够说多种语言更好。此外还有吹响信号的号手、武器工匠、弓箭工匠以及其他惯常的勤杂人员。

您也应该派一些人在道路上捡拾遗落的物品，然后物归原主。

骑兵的辎重车辆应当指派军官看管，步兵的辎重车辆同样如此。您应当指派军官指挥所谓“车阵”（karagos）中的人员。

“车阵”是由辎重车辆、蒺藜和其他防护设施搭建而成，庇护其部队的临时工事。

每支部队都应该有最高指挥官，另外各支部队所属的力牛也应当和马匹一样打上特殊的印记，以便区别。

我们必须要关注步兵，必须确认各种部队的情况，指派主管的军官和其他军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安排清楚。我们从古时和近世的军事著作中收集了有关步兵部署和阵形的记述。

古时的军官有幸拥有大量人员，特别是拥有大量的重盾步兵（hoplite），即如今的长盾步兵（skoutaton）。
[3]

 事实上，没有人清楚这些专有词语，因为他们完全无视了古人对军事的研究与战争的记载。古时的记述者将重步兵排列成十六排和十六列，也就是说，把256人排成一个正方形的军阵。步兵组成的枪阵由4096人组成，这样的枪阵也被称为“将军阵”（strategia），由一名将军指挥。

古时的记述者声称战线由64个中队、1024个小队组成，集结总共16384人，此外还有8192名轻步兵，包括弓箭手、标枪手和投石兵。他们安排重盾步兵——长盾步兵——数量一半的轻步兵。骑兵或者和他们一同列阵，或者在步兵阵列中列阵，总共4096人。指挥官被称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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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大帝，庞贝镶嵌画。利奥六世在《战术》中使用了大量古典时代的军事典籍记述，其中大部分与九至十世纪的拜占庭军队情况差异很大。请读者注意辨别

他们就是这么分配部队的。他们把重装步兵部队配置在前方，作为和敌人交战的第一条战线，而后他们将其分为四个等量的军阵，左军阵、右军阵、左中军阵和右中军阵。

他们把轻步兵配置到阵列之外独自行动，因为他们装备轻、速度快，既可以前出追击敌人，也可以在侧翼投射，还可以到军阵后方或者到其他任何需要的位置。我们将会在合适的场合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把骑兵分为两支，配置在步兵的两侧进行支援，并对敌人发动快速打击。

此处，我希望避免过多讨论旧时军阵使用的术语，毕竟如今这些术语已经不再使用，军界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弄清它们的含义，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将会清晰而简要地讨论其他的重要问题。毕竟古时的步兵与骑兵军阵规模更大，而且士兵也更英勇顽强，至少看上去如此。

不过，将军，如今我们的部队规模较小，而且各部队数量也不相同，事实上数量少了很多，很难确定各支中队的数量，步兵军阵和骑兵翼队都是如此。或许超过256人的部队会有人无事可做，而委派到其他中队之后，若是不能协调好，困惑的他们将无法有效作战。

有必要按照军队的实际需要、实际的人员情况以及现有的部队数量来进行组织。各支部队都应当配备营旗和旗队长，而旗队长要由明智、勇敢且善战的高贵者担任。

确保各个步兵中队的小队都有十六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作战时的任务组织好。按照现有的部队数量情况，按比例组织战线。

将这条由所有中队和小队组成的战线分成四等分，如前文所述，由各自的军阵官或军务官管理，即我们所谓的分队指挥官，左军阵和右军阵各由一名分队指挥官管理，而中央的两军阵则飘扬将军的旌旗。

少量不必要配置到军阵中的重步兵和轻步兵，以及他们的军官或您委派的指挥官应当作为预备队，必要时，负责的军官就可以率领他们，支援骑兵之外的翼侧或者辎重车辆的守备部队或者其他部队。

如果部队由不到两万四千人的步兵组成，您就不要结成四个军阵，而是三个。在中央的军阵树立将军的旗帜，指引下属的士兵。

首先，对轻装部队而言，您应当选择会使用弓箭或至少能够学会射箭的人，他们应年轻健壮，能够跳跃到远处。如果人数超过两万四千人，每个小队的弓箭手数量应过半，如果人数少于两万四千人，那也要保证三分之一是弓箭手。他们应当组织起来，如前文所述，接受出色的十夫长管理，另设一名管理弓箭手的军官，称投射长（archisagittatora）或弓手长（architoxot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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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弓箭手使用的扳指。拜占庭军队开弓的方式，既有拇指与食指扣弦的“东方式”，也有食指、中指、无名指扣弦的“地中海式”

将余下的半数部队或三分之二部队分为每组十八人的小组，也就是所谓的小队，将老兵和新兵混编。每个小队中应派能力较差的两人排除在十六人队之外，负责看守辎重车辆，而不担负其他任何任务。余下的十六人则在阵列之中各就各位，委派勇敢出众的人担任小队长，管理他们。

在这十六个人中，把八个最出色的士兵配置在队列（lochos）——古人如此称呼十六人队的前段和尾段，也就是把这八人配置在第一、二、三、四位，以及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位。这样即使队列纵深削减到四人，军阵头尾依然配置着出色的士兵。将余下质量较差的士兵配置到队列中部。

挑选每一个小队的排头和追随者，也就是排头兵和二排兵。小队长就是队头和排头兵，十夫长则是追随者和二排兵。用排头和追随者的方式两排两排地组织好整个军阵。

为方便管理，并让士兵在行动时协调有序，把他们分为两小队更好。排头兵跟随小队长，而二排兵则跟随十夫长。这样，即使在分开时，这十六人依然组织在一起，并共同听从小队长的指挥。如此的话，能够有效地保持秩序，并轻易地指挥部队。

在安排重步兵队列之时，不但要按士兵的能力与态度来布置军阵，如果可能的话也有必要按照体型来布置。把身高较高的人配置到前方，会让阵线显得更加有序。但如果无法按照体型和勇气来布置军阵，那么至少要把主动请战的士兵布置到前方和后方，而把较弱的士兵布置到中部，方法如前文所述。

因此，古人将步兵军阵限定到了每小队十六人，这样每队的人数不会过多，而在紧急情况下还能有序地分兵变阵，甚至变成每列一个人。在分配部队以及委任高阶与低阶军官方面，我们的考虑与要求便是如此。


注解



[1]
 　译注：本书对骑兵和步兵的区分相对模糊。此处所指的分配方法应当是讨论骑兵。按照惯例，每个骑兵小队为十人，而每个步兵小队为十六人（步兵小队长直译即“十六夫长”），也因此，步兵每列的人数往往是十六的约数或倍数，而骑兵每列的人数则是五或十。读者可以按照这一方法，确定各部分所讨论的究竟是步兵还是骑兵。


[2]
 　译注：首席书记官和档案官属于财政官员，仲裁官属于司法官员，他们由皇帝任命，由负责他们的高级财政官员和司法官员管辖与考评。


[3]
 　译注：“skoutaton”这个词，和“hoplite”一样，源自士兵使用的盾牌，古罗马的“scutum”的变体。


[4]
 　译注：按照这种说法，利奥六世实际上是希望投射步兵的数量与军阵步兵相当乃至更多，而且全部能够使用弓箭。实际上拜占庭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弓箭手的数量都相对不足。综合前一段和本段的说法，利奥认为独立步兵军阵的人数应当不少于六千人，每个军阵中至少有两千名弓箭手。



第五章

武器装备

[image: Figure-0031-0009]
◎　约书亚，出自希腊迪斯托莫（Distomo）的圣路加修道院壁画。画中的约书亚使用的札甲和头盔也在众多细密画中表现了出来



现在，我们要求阁下把您的注意力转向您在战争中需要的武器和装备，以供步兵和骑兵使用。武器装备应有稳定的供应，并准备好应对任何紧迫需求。您应当监管所辖军区作战部队的装备与供应情况，一些任务由您亲自完成，而一些由您下辖的高级或低级官员负责。

监管内容包括弓和弓匣，箭和箭袋，长剑——需打磨得锋利而闪亮，普通长盾和被称为长盾（thyreoi）的大型盾，以及其他小型盾，如步兵使用的曾被称为轻盾的小盾以及仔细抛光过的铁质圆盾。他们应当配备8腕尺
[1]

 的短枪。尽管罗马人和马其顿人一度曾使用16腕尺的长枪，但这些武器现在已不再应用了。只有在使用者有足够力量挥动它时，武器才可谓合适。
[2]

 此外还有较小的枪、普通的斧、一面如同刀刃而另一面如同枪尖的双头斧，以及携带它们的皮匣子或包装物。此外还有匕首、单面开刃的大刀。

护甲方面，得配备用皮带和锁环制成的长到脚踝的护甲，以及装它的皮匣子。如果可能，装甲应当全部由锁环制成，如果做不到，可以使用牛角或干牛皮代替。此外，还有甲外的罩袍，铁质或者其他前文提及的材质的胸甲，完整头盔、足部防护以及铁或其他材质的手套。那些没有链甲护颈的人，应使用内侧为填充物，外侧为皮革的护具代替。没有铁质护甲的人应当穿戴两层宽大的填充外衣，与武器一同配备。此外还有片箭、片箭槽、片箭袋、投石索、大鞍袋、打火石、引火物、绳、套索，马绊索新月形的马掌和马掌钉，小型锉刀和锥子，保护马头的护甲、保护马胸的铁甲或填充甲以及类似的马颈护具。

骑枪上应配有较大以及较小的三角旗，各种颜色的旗帜，还有大小号角、小镰刀、长镰刀、斧、小锤斧、锛以及用绳子捆在一起且有坚硬锐尖的蒺藜。

军中需要配备运输以上所述的重要备品的轻型大车，以及手推磨、锯、锄、锤、铲、篮子、山羊皮席子，指挥官能想到，能够用于保护营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任何轻型备品。

其他的车辆载运弩炮以及两侧都有绞盘的绞盘式投石机，招募有经验的相关技师，包括精通修造攻城器械的木匠和自带备品的铁匠。一些车辆运输盔甲，其他的则运输食物和可能需要的额外武器。此外，配备驮畜和马匹以及其他用于携带备品的动物和其他所有出征部队需要的备品。

您还需要各种各样围攻时需要的机械，准备登城时而使用的梯子，以及其他您想得到的器械。

如果您遭遇河流或湖泊，应当准备好小艇小船或者皮筏子，并携带被我们称为帐篷和遮蔽物的备品，以便在必要时挡雨或隔热。

我们要求那些负责海上作战的将军准备好装备完好的战船，一些用于作战，一些用于运输马匹，其他的用于运输装备或者所有他们需要的武器。

在所有以上列举的备品中，一些应由您直接负责，其他则由您指挥的士兵和军官负责。您要关注用于击退敌军的武器以及在作战时防护部队的装备，以及那些满足他们其他需要和提供服务的备品。

您应当特别关注作战时需要的武器，保证它们总是锋利而光亮，以便震慑敌军。您应当提前准备所有这些东西，以便那些靠勇气与敌人决战的战士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它们。这样，您就不必把本应该组织阵形的时间用于做这些准备。对其他我们可能遗漏的事务，您也需要负起责任。如果您在准备武器之外还想到了其他需要准备的事务，就感谢上帝和您自己的精明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您都要敬畏上帝，保持敏锐的思维，并在任何时间、地点与处理事务时保持认真专注，准备好面对所有意外事件。

因此，将军，我们已经讲述了我们能够想到的，有关准备武器的所有事情。随后我们将讨论步兵和混合军阵，但现在我们应当讨论无论是训练时，还是更重要的作战时，您应如何装备每个骑兵，以及应为他们准备和携带什么备品。


注解



[1]
 　译注：本书涉及的度量衡不多，“腕尺”约0.4688米，而“罗马里”约1574米，供读者参考。另外，本文无通译的专有名词，大部分采取意译，地名尽可能按照中古希腊语发音翻译，而人名，部分采用目前习惯的译名，比如“Ioannes”，读音近“约安内斯”，按照目前习惯译为“约翰”，而“Basileus”，读音近“瓦西琉斯”，按照目前习惯译为“巴西尔”。


[2]
 　译注：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继业者战争时代，马其顿枪阵所使用的超长枪不断加长，一度可能长达八米，利奥六世要求使用不到四米的长枪以便大部分士兵使用。在拜占庭帝国对超长枪的使用渐渐成熟后，尼基弗鲁斯二世要求超长枪加长到五到六米。



第六章

步兵与骑兵的装备

[image: Figure-0034-0010]
◎　巴西尔二世（据细密画复原）。最完备的拜占庭护甲应当包括一件链甲，至少防护胸腹部和肩部，时而也防护上臂，步兵的链甲或许还要延长到膝盖以防护腰胯；一件札甲，仅防护胸腹部；一件内衬软甲，使用粗丝绸或其他织物缝制，内部填充棉、亚麻，又或者直接使用毛毡或皮革；一件罩袍，主要作用为防风沙和日光直射，也可能加入填充物以防箭矢；前臂、小腿的防护另配札甲片或板条状护具，与躯干护甲使用皮带或锁环连接；独立的护手



现在，有必要让士兵从军官那里获取他们自己的武器装备。在冬季整训或在军营中时应给他们提供作战时需要的合适装备。所有士兵，无论军官还是名单上的士兵，特别是分队指挥官到百夫长和四夫长，都应当获得与他们级别和力量相当的装备，并对您以及与您一同行动的部队保持特别的关注。

每个人都应有如下的装备：用扎带和锁环系紧，长到脚踝的链甲衣及携带它的匣子。
[1]

 他们也应当配备抛光过的铁制头盔，顶上应常备羽饰。每个人都应当有合乎自己力量的弓，事实上应更多考虑人虚弱的一面，以及足够放置上弦的弓的弓匣。他们的鞍袋中应当配备有备用的弓弦、能装三四十支箭的箭袋以及其覆盖物。肩带上应挂有小型锉刀和锥子。他们也应当配备三角旗以及在中部有小扎带的短骑枪。此外，他们还应当以罗马人的方式在肩上挂一把剑，并在腰带上挂上匕首或刀。

征募的士兵中不懂射箭的人应当持骑枪和大长盾。如果能负担得起被称为“护手”的铁手套，那将很有帮助。他们应当在马臀处系上饰穗，并在肩甲上安上小三角旗。因为一个士兵的装备越威武，他就会越自信，而他的对手就会越畏惧。

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当配备抛光得闪亮放光的胸甲，即现在所谓的“熔炉甲”
[2]

 。此外还有被称为“护腿”的护胫，有时也应配备马刺。此外还有在需要时应穿戴的罩袍。

所有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被征募的罗马士兵，必须按规定配备弓和箭袋，不论他们是精于射箭还是箭法平平。如今在罗马人中，箭术全然被忽视乃至荒废，对当今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损害。

他们应当拥有两杆枪，以便其中一杆遗失时能及时替换。缺乏经验的人应使用较易开的弓。只要时间足够，即使完全不懂箭术的人也能够学会，毕竟这是项重要的技能。



	[image: Figure-0035-0011]

	[image: Figure-0035-0012]




	◎　札甲片，出土自保加利亚。图中所示的平整札甲片采用热锻，制作较为简便，但强度也更差
	◎　札甲片很可能采用了冷锻技术，强度较高，应当是配给参与一线格斗的士兵




[image: Figure-0036-0013]
◎　斧刃，出土自保加利亚。这种“单刃斧”并不受拜占庭军事典籍作者们的推崇，他们希望在斧的另一端配备类似破甲锥的结构



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应当配备至少两支标枪或投掷武器，以便在时机合适时向敌人投掷。这就是骑兵应有的装备情况。

马匹，特别是军官坐骑以及其他特殊部队的马匹，应当在头部和胸部穿戴有铁质或牛皮之类材料制成的护具。它们的胸部和颈部，如果可能的话还有腹部，应当有马鞍下方的小片填充护垫防护，这些往往能够保护马匹并让骑手免于危险。那些处于阵列前方的人，特别应当给马匹配备这些护具。马鞍应配大而厚的织物，还应配备质量好而结实的马笼头。

应有两个铁马镫与马鞍相连，此外还有一根带绳的套索，一根马绊索，一个在必要时足够容纳三四天口粮的大鞍袋。还应有四个系在马腿上的饰穗，同样，在马眉处和马下颚处也应各有一个。

骑兵必须配备双头斧，一侧刃长如同刀刃，一侧尖锐如同枪尖。它应装在皮匣子中，挂在马鞍上。

士兵的衣服无论是亚麻、羊毛还是其他材质，应当合身而略宽松，以免妨碍骑马。外衣应长到膝盖而外观整洁。

他们应当有宽松且带衬垫的披风，并带有宽松的衣袖，这样在穿护甲和开弓时，如果下雨或因空气潮湿而起雾，就可把它们覆盖在护甲和弓上面，既能够保护自己的装备，也能够在使用时不受妨碍。这些带衬垫的披风也可以在巡逻或侦察时起到作用。当护甲罩上披风后，护甲的反光就不会被远处的敌军看到，并且它们可以在箭矢射来时起到防护作用。

我们也要求每个小队携带小镰刀和斧头，以备不时之需。

军官和名单上的近卫军以及数量更多的军区士兵必须获得他们的仆役，自由人或奴隶均可。在分发薪酬和集结时，必须注意登记与询问仆役、武器的情况，这样他们就不必在战时因仆役不足而让一些士兵去运输辎重，导致阵列中的作战部队减少。但如果有些人雇不起仆从，那么也可以让三四名低阶士兵雇佣一个仆从。运送护甲和营帐的驮畜也可以使用类似方法置办。

我们要求战场上每支部队的旗帜应该是同样的颜色，每个分队或大队的飘带旗要使用自己的颜色，以便各支部队可以很容易地认出自己队的旗帜。其他对士兵而言易于分辨的物品，也应当出现在战场中的旗帜上，这样他们可以借此分辨分队、战队和旗队。分队指挥官的旗帜应当格外显眼且易于分辨，以便其下属部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辨认出。

我们命令您，将军，用您的辎重车辆运输额外的武器，特别是弓箭，以替代战场上可能的损失。

除了身体护甲的皮匣子之外，士兵也应当有较轻的生皮匣子。可以在作战或突袭时放置在鞍后面的马臀上。如果发生了时有发生的事，即他们被击退——希望这一切不会发生，而看守装备的人一天之内不能赶到，护甲也不会因为暴露在外而受损，士兵也不会因为长时间承受护甲的重量而力竭。

在这篇总集中我们不会遗漏以下的内容：在冬季整训或在其他空闲时期，各支部队的军官应当进行一次评估，清晰得知马匹数量、武器装备情况以及每个士兵各自需要的武器装备，以便在这一地区的士兵无法轻易获得某些装备时，您在必要时可以准备好这些装备，让他们得以从一些商人处买到它们。结果是，本地的居民不会因此受损。如果这一切得以完成，士兵们将不再无助，能获得必需的武器装备。现在，我们已经装备好了骑兵部队，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将是关于您监管步兵装备时应尽的责任。

古时的战术家把部队中的步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盾步兵，如今的战术家也使用类似的称呼；其二是轻装部队，现在也如此称呼；还有轻盾步兵，这是我们这一时代不再使用的概念，我相信他们把轻盾步兵划入了轻装部队中，将步兵只分为重盾步兵和轻装步兵两种。因而，做好了这段区分后，我们将具体讨论有关他们的规章制度。

您应该让长盾步兵，即古时的重盾步兵，装备一把剑、一柄长枪以及在必要时装备被称为长盾的、大且长又整体带有曲度的盾牌。每个步兵大队或者军团的所有盾牌都应为同样的颜色。士兵也应该有带羽饰的头盔、投石索，以及一侧刃长如同刀刃，另一侧尖锐如同枪尖，装在皮匣子中的双头斧。同时，还得装备一侧刃用于切削，一侧刃较圆的斧头，以及形状如同传统双头斧的斧头。从队列中筛选出来的人要装备链甲等躯干护甲，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应装备护甲，至少队列前两排要如此。在肩甲，即身体护甲的肩部处应有小旗。他们，特别是那些站在队伍前列或后方的人，也应有铁或木质的手套，称为臂甲或者护手，以及类似方法制造的护胫，称为护腿或者腿甲。

您应按前文所述的方法装备长盾步兵，而所谓的轻步兵则按如下方法装备。他们应当在肩上挂上弓兵携带的，能装三十至四十支箭的大箭袋。也要配有带沟槽的木管以及短箭和小箭袋，它可以用弓远距离发射，而敌人则不会使用。被称为“投镖”（riktaria）的小标枪则由不懂射箭或没有弓的人使用。他们也应当配小圆盾、投石索、斧以及皮匣，它们应与此前提及的类似。所有步兵的上衣都应较短，只到膝盖。如果可能，他们也应当穿外衣。他们的鞋子前端不得有尖，但鞋子必须有小铆钉或钉子以加强耐用性。这些细节在行军时特别合适。他们的头发必须剪短，如果下达不允许留长发的命令则更好。

现在，您已将步兵装备好了，给他们提供了盔甲和武器。为了给他们提供服务和防护，您要准备好容易操作而又轻快的车辆，每个十人队或小队一辆，不得多于此数，以免太多人忙于管理它们而忽略其他事务。每辆车上应有一个手推磨、一把斧、一把锤斧、一把锛、一把锯、两个锄头、一个锤子、两把铲子、一个篮子、一些羊毛席、一把长镰刀以及备用的斧、骨朵和棍，因为士兵可能需要它们。此外还有用轻绳和一个铁桩相连的以便收集的蒺藜。其他的车辆则携带弩炮及弹药，以及能够向各个方向旋转的绞盘式投石机。此外还有攻城武器的技师、木匠、铁匠随行，各自在其指挥官属下工作。其他的车辆则携带每个步兵大队的装备。此外还有十至二十辆车运输面粉、干粮以及额外的弓与箭。

驮马或驴必不可少，如果能够配齐的话，每个小队都应该有，如果不能做到，那么两个小队得配一头驮畜。如果步兵碰巧离开大队的辎重车辆，去占据有利地形，这些牲畜可以追随士兵运输八至十天的粮食，直到行动更缓慢的大型车辆到来。

从阿里安之类的战术家的描述中，我们对古时的部队装备有所了解，即使是粗略了解。古时的指挥官把骑兵部队按照两种装备情况分为两类：全身甲骑兵（kataphractoi）和非全身甲的骑兵。

[image: Figure-0039-0014]


◎　铁骨朵头，出土自保加利亚。这种外表粗糙的武器在战场上效果出众，颇受拜占庭军事典籍作者们的推崇。利奥六世对铁骨朵的讨论甚少，或许是因为仪仗队中很少使用这种粗糙的武器


 他们给全身甲骑兵及其马匹穿上覆盖全身的护甲。骑兵穿上链甲和胸甲——或是铁质，或是角质甲片连在一起，此外还有胯部护甲。他们给马匹穿上保护头部和身体的护甲，使用札甲、链甲或者其他材质的护甲把马匹的头部颈部和两侧完全覆盖。

装配这些护具后，一些全身甲骑兵持骑枪，其他则持现在被称为“重枪”（menaula）、古人称为短枪的武器。全身披甲的骑兵与敌人近身格斗，另一种被时人称为“阵外部队”（akrobolistai）的骑兵则在一段距离外向敌人投射武器。在那些持骑枪或重枪的部队里，一些人如前文所述进行近距离作战，直接用长枪和重枪杀伤敌军。这些近身作战的士兵中，有些使用长盾或长且大的盾。没有长盾的士兵只使用长枪作战。前者被称为长盾骑兵，后者被称为枪骑兵。

在远距离使用投射武器的部队，即在远距离射击敌人的部队被称为“阵外部队”。其中一些人使用短枪，即标枪，其他人则使用弓箭。一些人在很远的距离投掷标枪，或者成横队行进或者骑马回旋作战，他们被称为标枪骑兵，而那些射箭的士兵则称为弓骑兵。他们中有些人配备轻枪，在先投掷一两支标枪后再与敌人近身格斗，其他人则使用他们没投出的标枪或轻枪，又或用剑格斗。他们把这些人称为轻装部队，有些人也携带斧刃上遍布锯齿的斧。就我们可以讨论的时间范围而言，古人的骑兵部队的装备就是如此。

就我们所知，古人的步兵是如此装备的。如前文所述，他们把步兵按装备分为三类：重盾步兵、轻盾步兵、轻装部队。

他们给被称为重盾步兵的部队配置步兵部队中最重的装备，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给重盾步兵配备大而呈圆形或椭圆形，被他们称为椭圆盾的盾牌。此外还有刀或者匕首，旧式护甲和头盔，即躯干护甲，以及胸甲和头盔，也配备手套和古人称为护胫的腿甲，还有长度更长的长枪。这就是他们装备重盾步兵的情况。

他们给那些轻装部队最轻的装备。他们既没有旧式护甲或者胸甲、链甲，也没有护腿或腿甲、护胫，更没有椭圆盾或者重盾、大盾。但他们使用能在远距离投掷的武器，放箭、投掷标枪或用手乃至投石索投掷石块。他们身穿结实僵硬的服装代替胸甲、链甲或者其他护具。

较近时代的战术学作者并没有提及过那些被称为轻盾步兵的部队，原因如我前文所述，我认为他们把轻盾步兵与轻装部队弄混了。他们的装备确实比其他部队更轻。他们使用轻盾，即一种小盾。他们的枪则比古人使用的长枪要短。古人的长枪是十四至十六腕尺的超长武器，是马其顿人特有的装备。可能轻盾步兵的地位处于轻装部队和那些被特别称为重盾步兵的部队之间，装备比轻装部队厚重，而比重盾步兵轻。

重盾步兵也使用一种凹陷不大的马其顿青铜盾，或者使用呈圆形而盾面曲度不大的大盾，直径三拃。长枪不小于八腕尺而又不能太大，以至于携带者无法轻易使用。

马其顿的枪阵是敌军无法阻挡的阵形，因为他们使用了特殊的队列。在进入近身战斗时，在战线逐渐贴近时，重装的士兵坚守各自的位置，相隔二腕尺。他们挥动长枪，即据某些资料称达到十六腕尺的超长枪，但实际上应为十四腕尺。每杆长枪有四腕尺的长度在持有者身后，而长枪其余的十腕尺则在他的前方伸出。

那么，古时和近世的战术学作者描述的每个士兵的装备情况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组织好语言并做了诠释，以便拥有这些知识的您能够随机应变地使用它们。
 
[3]




注解



[1]
 　译注：需要提及的是，现存的一件保存较好的拜占庭链甲仅仅长到腰际，胯部的防护或许使用的是与链甲相连的札甲板。


[2]
 　译注：“klibanos”，一种札甲，普遍装备于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军队中，作为胸腹部的主护具或加强护具。


[3]
 　译注：本章
此处

 至
此处

 讨论的内容，源自利奥六世对古典军事资料中军队装备情况的摘抄，与这一时期的部队装备情况有不小的差异。下文中利奥也时常摘抄“古人”的说法，请读者注意辨别。



第七章

关于骑兵与步兵的训练

下面，指挥官，我们将总体而简略地叙述在和敌人交战前，部队人员应进行的训练，以供您参考。这对您让士兵在训练中遇到危险，从而适应真实作战的这个危险过程中起到帮助。未经训练的人，事实上在面对突发和意外事件时是全然无知而盲目的。

在冬季或者停战时期，或者对敌对领土的远征暂时停止时，您有必要整训部队并让士兵通过习惯战争而精通作战，如同靠苦练熟能生巧一样。不要默许他们空闲或放松，空闲让身体软弱无力，放松则让灵魂怯懦而失去男子气概。毕竟日常享乐足以让最勇敢的人沉迷和堕落。只要他们在长时间休息后再度返回工作，他们便不会情愿地去工作，也无法长期坚持，而他们在体验战争的艰苦之前就会逃跑。即使他们确实有些经验，他们也会迅速撤退，无法承受劳动与危险。因此我要求那些优秀的指挥官做有帮助的准备，并在因战争压力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劳动之外的时间，组织工作和活动。

按照如下所述的方法训练部队。一开始进行单独训练，那些长盾步兵，即重装的步兵手持盾牌和木棍一对一格斗，并在远距离投掷短标枪和铅头飞镖（saliba）以及斧头。您应当按如下所述的方式训练那些所谓的轻装部队：将一杆长枪竖立在一段距离外作为靶子，让士兵用弓箭速射。训练如何远距离投掷小标枪和使用投石索以及训练在平地和崎岖地域跑动、跳跃。

训练骑兵使用弓箭速射。射出箭矢时的速度和力量很重要，这对那些骑兵至关重要。此外，他们更应该在一段距离外步行使用弓箭速射，使用长枪或者其他靶子。骑马的部队也应当能在马奔跑时向前方、后方和左右两侧迅速射箭。骑兵应加强训练，以能熟练地跳上马匹。他们在策马奔驰时应当能快速射出一两支箭，并把上弦的弓放回弓匣中，如果弓匣足够宽，也可以放到专门为这种动作而设计的半弓匣中，然后拿起肩上挂着的骑枪。在上弦的弓放在弓匣中时，他们应当能够迅速把长枪挂回肩上，并迅速取出弓。

[image: Figure-0042-0015]


◎　巴西尔二世战胜格鲁吉亚人，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在1022年的这次远征中，拜占庭部队中的重装骑兵和瓦兰吉卫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奥六世在《战术》中号召重视对步兵的训练和组织，尽管他对步兵的论述比较粗糙，但后世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在《论军事》（Praecepta Militaria）中得以组织更严密的步兵军阵，应当说，也有利奥六世此前安排的功劳

按照“对枪”的技法，两个人应当互相冲向对方然后再撤退，随后再次策马前行，再调转马头。骑马在本方领土中行动时，让一些士兵进行这类的训练是有益的，这样他们可以继续无阻碍地行军，而马匹也不会力竭。

如果远征部队恰巧要长期驻扎，或者全军要同时集结于同一地点，那就不要让所有士兵放松，而是要如前文所述，让他们习惯于艰苦劳动。有时要按照之前我们所说的方式训练他们，其他时间则如同实际作战一般面对面结成阵列，以及让他们花时间整理自己的兵器。放松不止会让他们迟钝而胆怯，也会让他们想入非非，甚至煽动骚乱。如果他们练习过他们愿意执行的任务，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忍受那些他们不愿做的任务，并习惯遵守对他们下达的命令。

您不仅应当独立地训练他们每个人，也应当让他们意识到军阵的整体性并保持这种意识，而且熟悉战友的面孔和名字。每个士兵必须知道他上级的主管军官和所在的旗队，以及他和多少人一同驻扎。他必须知道军官给出的关于军阵的准确命令，比如展开阵形的命令，是要求按照战线的宽度还是深度展开。收缩阵形或集结紧密阵形的命令也要同样清晰，还包括转向左方与转向右方，重组队列以及队列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部分收缩或展开阵列，前进与撤退时从间隔中穿出和穿入队列，横列与纵列的排列与布置。

此外如前文所述，无论何时都要清楚枪阵或整个阵列是要收缩深度还是拉伸宽度。面对面对战或者向两个方向的作战是什么，队尾长或者在整个阵列最后的人要在什么时候转向，对抗包抄的部队，并与他们前方和后方的部队交战。按同样的模式，整个阵列的一半都要转过来。此外还要知道这种回转和重整骑兵部队的声音讯号。

很快就习惯了这些的士兵能够自然地结成军阵，而不了解且并没有习惯这种练习的人会陷入迷惑，且在迫切需要时几乎完全无法组成战线。

您把部队分为两支，然后让他们互相进行模拟作战，使用没有枪头的枪和没有箭头的箭，并如前文所述用棍子代替剑，或者用长木棍、芦苇秆代替长枪。如果他们训练的地方有土块，让他们在练习作战时互相投掷。让他们在训练时使用所谓的“迷宫”（charzania）或类似设施。给士兵指出战场上的陡峭高坡，并命令他们跑步攀登，占领它们。当然，您还要派其他士兵在山坡上守卫。

在您训练好一群士兵后，解散他们，并把我们前文提及的武器交给另一群士兵。您应当表扬那些在训练时坚守阵地与英勇的人，而对那些表现不佳和怯懦的人，您则应劝导他们改正错误。

这种练习和训练的结果不但能让部队习惯艰苦劳动，而且还能保证部队健康，不再挑食，让他们习惯即使普通的干粮也能胜过盛宴。他们的身体会因此而更加结实，曾经在大太阳下和冬季的严寒中训练得大汗淋漓的他们也将习惯于未来的工作。

您应该用类似的手段训练骑兵部队，让他们互相竞争，进行追逐，加强近战，使用箭矢或标枪练习远程射击，以及我即将用更多篇幅为您讲解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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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锤头，出土自保加利亚。这种一头钝、一头如戈的武器同样可以对披甲造成致命伤害

只要他们仍能在破碎的地形中行进，就可以在平原或者山丘脚下进行这种机动。

古代的战术学者们认为让马匹频繁在平地训练，与习惯在丘陵和崎岖地带行进两者好处相当，而我认为后者更加重要，因为这样它们才能迅速在这些地区，甚至陡峭的地区行动。如果马匹习惯了崎岖的地形，就没有什么地方会吓倒或困扰它们以及骑手。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要注意不要马过多饮水，因此，不在离河太近的地方扎营是有益的。让它们在崎岖难行的地形排成行列并转向，当骑兵旗队结成阵形后，每个人都应当向前方猛冲，然后调头再如此进行一次。那些让马匹频繁休息并忽视这类训练的人是在害他们自己。

除此之外，有必要更详细但仍适度且简略地为您讲解古人使用的机动方式，以及他们指挥时使用的辞令，如我们前文所做的一样，以便让您使用这些手法预先训练部队，并让您能够用这种辞令以及实际的军事训练激励他们。在训练过每名步骑兵后，您必须按如下所述的方法各自训练每个战队或旗队。当骑兵旗队组织起所谓的横队和纵队，并按合适的阵列集结后，传令官要按如下的方式下达命令。

“肃静！”用于作战开始时。“任何人不得后退，除追击敌军时，任何人不得前出阵列。如果您找不到战线，看好旗帜，作为一个勇敢而非怯懦的士兵跟随它。不要让自己分心或进行其他行动。士兵，您应当坚持您所在的位置。掌旗官，您也当如此。当您在与敌人作战或追击时，如果您离开战线，不要鲁莽地冲出而导致您所在的队列散乱。”

一个独立的骑兵战队应按如下方法训练：得到行动的命令后立即行动，成队列行进或策马奔驰，然后再停止。当指挥官要让士兵行动时，他必须用语言、号角或旗语给出“行动”的命令。当他打算让士兵停下时，他应发令“立定”或用语言、敲击盾牌，抑或吹响如今称为小号的号，或者吹号角来发令。这是机动命令之一。

另一种机动命令，成队列行进，首先抵达一处宽阔地域，指挥官下令：“成队列行进。”

再一种，特别用于从两侧或从后方有秩序地收缩阵列。收缩阵列与收紧阵形相同，让士兵肩并肩紧密集结。这一动作的命令如下：“从两侧，收缩。”这意味着各个十夫长、五夫长和四夫长要各自靠近，然后他们就如所述地肩并肩紧密集合。他们并非向某一侧收紧而是向中央收紧，即各自向着掌旗官的方向收紧。这类的阵列收缩必须迅速而有序地完成。在十夫长在前方各自集结成一排时，四夫长即队尾长也要在纵队后方集合好。当他们收缩好阵列之后，可以有效地保证他们前方的士兵不会向后逃离作战。

再一种，即当他们从后方收缩阵列直到肩并肩时，不但战线宽度要收缩，战线的深度也要收缩。

再一种机动命令。当部队以紧密阵形行进，特别是他们进入敌军弓箭的射程，士兵从两侧收缩阵线之后，应下达如此命令：“出击。”然后十夫长和五夫长用盾牌护住自己的头部，以及马匹的部分颈部，将骑枪端到与肩平齐并在盾牌的防护下有秩序地前进，速度不得太快，应为每步距离一致的小步行进，所谓“有序行进”，以便部队推进时，队形不会在与敌人接战之前散乱，否则会非常危险。此时后方的弓箭手开始射击。

再一种机动命令。在追击时有时他们需要作为突击部队，如今称为“破阵队”，或者结成紧密阵形作为防卫部队，如今称为“复仇者”。如果需要作为突击部队行动时，指挥官应如此下令：“策马冲锋。”然后他们按照这种速度奔跑一里地。如果他们作为防卫部队，应下令：“阵列行进。”然后他们将保持紧密阵形追击。

再一种机动命令，用于稍微退后再调转方向时。当军官想要让突击部队撤回时，他应当喊道：“撤退。”然后他们再向防御部队撤退一到两箭的距离。然后他再喊：“调头，冲锋。”他们调转方向面对敌人。要经常下达这种命令，不仅在前方，在左右方也当如此，对第二行战线也要这么下令。他们应当时而从战线的间隙机动，时而在战线之间机动。他们以密集阵形共同向敌人发动冲锋。在训练时，骑枪应当举起而不要垂下，以免阻碍马匹自由运动。

再一种机动命令，用于有秩序地将战线转到左侧或者右侧，期间与侧翼护卫和包抄部队——即在队列右端如同掎角一样，用于包围敌军战线的部队，共同行动。如果指挥官想让他们转向左侧，他应当下令：“向左转。”如果想转向右侧，他应当下令：“向右转。”这是他们转换战线的方式。如果只有一个旗队，那么就只有这个旗队转向；如果有几个旗队，那么一个旗队如此转向后，其他部队也应同样如此。

再一种机动命令，用于阵形调头时，有时用于转换士兵所在的位置，其他时候则用于把战线转到后方。如果敌军突然向阵后或从后方发起进攻，指挥官应当下达命令：“转变方向。”士兵在原地不动，转向面对后方，只有军官和掌旗官移动到原本是后方的新前线。如果大批敌军出现在他们后面，他应当下令：“转变位置。”然后他们将以旗队为单位转向。

不但有必要让他们结成线列阵形训练，也应当让他们在非正规阵形中训练，向前冲锋，并使用各种包围动作。首先，他们要后退并转向，然后回身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最后还要能够解救受困的部队。如果战队习惯这种机动方式，他们就能作为突击部队，即“破阵队”或“先锋队”，或者作为防卫部队，或者作为“复仇者”、支援部队，结成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阵形。

通过适当进行这种训练，士兵们将会自然熟悉几乎所有，乃至全部的机动命令。没必要把所有命令都公之于众，如果这样做，敌军也能够获悉这一切。使用前文所述的九种机动方式，战队将能够应对所有的情况，在需要时，无论是突击部队还是防卫部队，是侧翼护卫还是包抄部队他们都能够胜任，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阵形。

此外，让各旗队习惯如同在战线中一样共同集结、互相协作也很重要，但按照如前文所述的方式，我们所有的阵列不会全部暴露在敌军面前。在开战前，绝不要同时集结好整条战线，而是仅集结前两条战线进行训练。那些侧翼护卫和所谓的包抄部队，或者结成密集阵准备突袭敌军的突袭部队，也同样如此。这些部署更多属于对敌的战略而非战术，而它们也不应在训练中就提前告知，而应当按照实际需要决定。

无论是一个旗队长指挥的旗队还是整个骑兵统领队、分队，乃至整支部队进行训练，都应该分为三部分。如果只有一个旗队训练，那就把大部分人作为突击部队训练。与他们同一条战线上，要派出十个人担负防卫部队，排成一排或布置于两侧。再派几个骑手，约十人，前出到战线前方面对他们，以便让他们理解一些进攻的实际情况。

训练行进时，比如迅速向战场行进时，突击部队要与防卫部队分离。他们要稳定地向前骑行一两里，然后转回行进一半的路程，再分别向左右行进，这样做三到四次，然后转回来。此后他们回到阵中防卫部队之间的位置，再以防卫部队的阵形出击，假想迎战追击部队。

骑兵大队也要如此训练，把一些旗队作为突击部队，而另一些旗队作为防卫部队训练，然后让他们互换角色，突击部队担负防卫任务，而防卫部队担负突击任务。结果是他们能够面对任何必须面对的需求。

用类似的方法训练分队，第一条和第二条战线也应当如此。突击部队练习包围所使用的冲锋时，用两个旗队各自独立指挥，骑马对向行进，一支部队从内侧，而另一支从外侧通过，以免己方骑兵相撞。

侧翼护卫和负责从右侧包抄的包抄部队，必须进行分离训练。那些因如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埋伏，并大规模出击进攻的部队，在敌军战线超过我军时，负责保持战线相当，并防止敌军包围我军，在敌军战线更短时可以用于包围敌军。他们也要进行分离训练。一些骑兵，比如一到两个旗队，应当面对他们排成一排，作为假想敌，要先包抄或包围他们。然后那些伏兵可以突然而迅速地冲出，用密集的非正规阵形攻击敌军后方。

这些练习很简单，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训练一个军团或数个军团，而不至于把我们的部队规模暴露给敌军。将军，您有责任把这些训练方式写下来，交给分队指挥官和其他您属下负责训练部队的军官。他们不但应当习惯在平地进行这些训练，而且在崎岖地形，如丘陵和陡峭地带也当如此。即使在炎热的天气中训练，并让士兵习惯它也是很好的，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也没人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士兵有必要像真正作战时一样进行这种操练，借此让他们了解在战时应当了解的知识。习惯了危险的士兵会更为勇敢。

既然我们已经具体讨论了骑兵训练，有必要用类似的办法给您介绍源自古时或当今战术学者的步兵训练方法。首先，步兵部队的队列必须组织好，如我们前文所述，以便让士兵跟随军旗和指挥官，一部分人在左，一部分人在右。然后指挥官和掌旗官以及传令官和号手一起向前，队列最前方的人员，即“排头兵”与十夫长，按照预定位置从左到右依次站好。

在抵达训练或者战线应当的位置时，指挥官和他后面的掌旗官与通常的随从在其应当的位置停住。队列中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从两侧把队列集结好，一开始距离较远以免相撞，队列纵深应为十六人，把轻装部队配置在后方。他们将枪尖朝上以免互相干扰。传令兵以及战场向导，即当地的向导移动到队列的前方，前者负责传达指挥官的命令，后者则负责侦察和引导。

如果军团进行训练，指挥官应当和传令官、战场向导移动到前方。如果分队进行训练，只有骑马的分队指挥官和两名传令官、两名向导、一名马夫和一名持剑卫士，即为指挥官携带武器的人需要来到队列前方，直到队列即将接战后，他们再安全地撤退回军阵中军旗所在的位置。

指挥官本人不应和敌军作战。步兵军阵的军号除军阵官直属的号手之外都不得吹奏，不论这个军阵总共有一个、两个，还是许多个军号，以免噪音干扰命令。这就是重装步兵，即步兵中的重甲部队应当的组织方式。轻装部队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他们原本被称为“阵外部队”，但现在被称为弓手或者弓箭手。有时在每个队列的后方按比例配置弓手，十六名重装步兵的后面配置四名轻装步兵，而当重装步兵队列缩减到四人时，在后方配一名弓箭手；有时他们配置在阵列中，重装步兵和弓箭手间隔排列；有时他们要配置在队列中和掎角处，即队列的两端，位于骑兵内侧。如果有大量的轻装步兵，通常他们和一部分重装步兵被配置在骑兵外侧较近处，以保护位于外侧的骑兵。

使用投射武器、斧和骨朵的部队应当在重步兵队列后方，或者在战线的两侧而非中央。投石索兵应当配置在两侧。目前我们把弓箭手和其他投射武器的使用者配置在队列后方，以便训练或应对需求。

把骑兵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端，最勇敢的部队要和他们的军官一起在最外侧列阵。如果骑兵部队很多，比如超过一万两千人，他们应当列成十排。如果人数没有那么多，就列成大约五排。在后方，马车附近应有额外的部队提供支援，以便吓退出现在后方的敌军。如果没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们应加入保护侧翼的行列。他们应当首先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集结起来，以便在部队转向时不会互相阻挡。

命令骑兵不要紧追敌军或离步兵阵列太远，即使敌军很快就要溃逃，否则他们可能陷入埋伏，而与步兵距离很远，得不到阵线支持，被削弱而数量较少的他们可能遭到惨败。但如果这种事发生，而他们被敌军击退，就让他们到战线的后方寻求庇护，但不要退到应当位于步兵阵列后方，以便得到保护的马车后面。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坚持，他们应当下马并步行作战。

如果部队准备集结作战，但没有打算在当天作战，而敌军向我军骑兵冲锋，而我军骑兵未能稳固阵形时，他们不应等待骑兵在两翼就位，而是应当移动到步兵后方，即战线和马车之间。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央就会需要更多的空间，以免让骑兵免于在狭窄空间内行动，或者被敌军的箭矢射伤。

这些事情在作战时会格外增多，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花时间训练。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完布置，应当如前文介绍骑兵一样，对您解释清楚步兵的阵形和指挥了。

当各种部队集结在前，而军中各部队到达进行训练的位置时，传令官要下达如下命令：“安静，所有人注意命令。不要疑惑，坚守阵地，跟随旗帜。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旗帜追击敌人。”在说完这些话后，他们要无声地稳步行动，任何人甚至不得耳语。

他们应当习惯这些行动，以便在口头命令、点头或其他信号下达时，能够前进或停止，扩展或收缩队列，有秩序地保持战线或成直线整齐行进，并能进行各种收缩或扩展战线宽度和深度的动作。他们要以密集阵形行进，使用木棍或钝剑以作战队形进行模拟作战。

也要用这些方式训练他们：把部队分成双枪阵，然后再恢复平常的阵形。转向右侧，然后再转向左侧。向侧翼行进，即向阵列的右侧部分行进。成战线行进，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出发地。以面向两个方向，组成双战线进行防御，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把战线转向右侧，然后转向左侧，展开阵列并扩张阵形，把阵列深度增加到两倍，将战线转向后方，再返回。

这些机动动作，要在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命令后执行，以口头命令、手势或者其他信号指挥部队前进或停止。当他想要让他们前进时，战场向导要用螺号（boukino）、号角（taurea）或者语音发出命令，让部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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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想让他们停下，就吹响停止号（touba，一种较小的螺号），或用语音、手势让他们停下。让部队习惯口头命令或者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兵器的撞击声、尘土或者雾气会造成迷惑。

如果您想扩展战线的长度以威慑敌人，或与敌军的战线相当，在队列为十六排时，纵队人数可以减少或者再分。下达命令：“成八人队变队。”他们将会间隔一个人移步离开原纵列，这样一来，纵列的深度减小到每列八人，而战线的宽度则增加。如果他想要把纵队减到四人，他再度下令：“变队。”他们将以类似的方式向左或向右移动。这必须在监督下进行，以保证所有人进出的方向一致。

他们应当整齐而有秩序地行进。当有人踏出战线前方而导致队列不再整齐，应当下令：“前线整队。”这样战线就能重新整齐。

他们要在距离敌军战线两到三箭地之外，收缩阵列或结成紧密阵形，并准备冲锋。命令是：“收缩阵列。”他们要向中央收紧，将宽度和深度保持到前列的人的武器几乎触碰到身边的人，而他们身后，直到阵列最后的人则如同粘在一起般紧密。这一机动方式在战线正在行进或者坚守原地时都可以下达。队尾长必须催促后方的人员，并在必要时整齐战线，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胆怯而犹豫，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他们要在我方与敌方的战线逐渐接近，弓箭手准备放箭，而前方的士兵没有穿链甲之类的躯干护甲时结成盾墙。命令是：“密集阵列。”前方的士兵将会一个接一个地靠近，直到他们的盾牌几乎互相接触，完全保护住他们的身体，直到胫部，即小腿。站在他们后面的人举起盾牌并把它们搭在前方那个人身上，用这种方式护住胸口和脸部并准备接战。

当队列完全收紧而战线距离敌军仅有一箭地，战斗必然要立刻开始时，要下达的命令是：“准备。”然后另一位军官立刻高喊：“拯救我们吧！”而所有人一同回应道：“上帝啊！”轻装部队随即开始抛射。当敌军贴得更近时，在前方列阵的重装步兵如果有灌铅的飞镖、斧或者其他的投掷武器，他们要一齐投掷。他们也可以等待敌军贴近时，一同投出长枪或标枪，拔出剑并有秩序地和敌人作战，且坚守原地而不得追击面前后退的敌军。在他们后面的人用盾牌遮住头部并用长枪支援前方的士兵。

第一排的士兵们在和敌军开始格斗前，保护好自己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们很可能被敌军箭矢击杀，特别是在他们没有穿身体护甲或者护胫时。

在战线前进而敌军在前后两边出现时，他们要分为两组枪阵。假设当时每纵列有十六人，如果来自前方的敌军贴近并准备近身肉搏时，就下达如下命令：“分为八人队。”在这两组枪阵之中有八人原地就位，而另外八人则开始转移，组成一个新的枪阵。如果纵列人数有八人或四人，命令则是：“坚守阵地，第二排（deuteros，pl．deutero）士兵和双层枪阵的士兵出列就位。”第二排的士兵此前被称为“跟随者”（sekoundoi）或“二排兵”（epistataes，pl．epistatai）。

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支大规模的敌军从我方战线后方抵进，而辎重车辆没有跟随，那么“跟随者”，即“二排兵”就地停下，而排头（primoi），即“排头兵”（protostatai）负责前进迎击。

如果辎重车辆没有跟随，或者在跟随时遭到了袭击，就使用双枪阵。辎重车辆必须跟随每一支装备精良的步兵队伍行进，除非失去后方的辎重车辆和其他补给的骑兵部队依然可以在必要时步行作战。

当指挥官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希望将战线从一侧向另一侧展开时，无论是延展战线包抄或包围敌军，还是防止被包抄或包围，或者占据有利地形，又或者准备穿越狭窄地形时，都要向士兵下达左转或右转的命令。如果他打算率部向右，命令是：“转向枪的方向。”重装部队就会转向右方。“前进。”他们将会奉命向指定的位置前进，而后应下令：“转回。”他们将转回原来的方向。如果想让他们左转，命令是：“转向盾的方向。”余下的命令相同。

需要做出这种转向动作的原因是，敌人可能在我方结成双层枪阵之前，突然从翼侧或后方发动包抄。此时应当下令：“保持阵线。”一半的部队坚守原地，迎击前方的敌人，余下的部队则向后转。队列内侧的士兵依然各就各位，共同高举盾牌掩护头部。

如果您需要应对必要的风险，要把战线转向左侧或右侧。命令是：“向左转移。”或者是：“向右转移。”转移时以小队为单位依次转移，整条战线将很快就位。

战线也可以横向或纵向展开。当士兵结成密集阵形，而您需要分兵，或者展开队列，以增加纵深或使军阵宽松，应下令：“向两侧延展。”而他们将会延展队列。无论是某一个分队还是整条战线，进行这一动作时，队列应处于行军状态或刚刚停下，两翼将向外延展。

队列纵深可以增加乃至加倍。假定每列四人，而您想要将其加倍，和敌方的军阵纵深相当，并让您的军阵在冲击之下更加坚实，命令是：“入列。”他们将会结成每列八人的阵形。如果想要结成每列十六人的阵形，命令同样是：“入列。”他们将会逐个返回预定的位置，每列人数将会加倍，恢复原本十六人队位于一列的情况。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您想要把每列变为三十二人——这并不是一种高效的方式，应当下令：“一队跟一队。”他们将以前文所说的方式将队列加倍，增加队列纵深而减小军阵宽度。（参见附录三，阵图5、6、7）

当阵线向正前方推进，而敌人并没有从前方贴近，而是从后方出现，战线就要调转方向。当每纵队十六人时，如果您要把各队的队长，也就是所谓的排头兵调往后方，命令是：“调转位置。”各队队长会穿过军阵站成一列，他所属的士兵会跟随他们行动，面向敌人结成一个新阵线。最好是在结成紧密阵线之前完成，但如果紧密阵线已经列好，又没有展开的空间时，应当下令：“调转方向。”他们将会在原地转向后方，而此时队列最前方的是原本队列最后的“队尾长”，而不是队长。

因此这些行动可以在战时进行，让士兵们在战前做好准备；也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进行整训，期间不使用平常的铁制武器，而是用其他的训练装备，让士兵们适应各种队列动作，并将指令牢记于心，在执行时保持秩序而不会喧扰或困惑。将同一支部队分为两条相对的战线时，预先训练尤为重要——至于训练时是一支部队参与还是几支部队共同整训则无关紧要。

我清楚一些其他在训练时下达的指令，以及事实上是从古时流传下来的队列动作，其中阿里安（Arrian）和伊里安（Aelian）的作品影响最大，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可谓异口同声。但为了避免过度延长篇幅，对这些旧资料，我将仅仅进行总结叙述，此外的部分则保持沉默。其一，资料中的一些说法或者不明确，或者不适用；其二，我们此前叙述的部分本就是整理自时代更近的权威军事经验，因而在说清楚了操练方法后，在此处再复述一段语焉不详的记述，也不会过于鲁莽。

伊里安记载了如下的说法和动作，其中包括转向，他将这个指令分为两种：转向盾牌方向，此处的盾牌指重盾；转向枪方向，此处的枪指长枪。他也记载了一系列动作的名称，包括“调转方向”“调头”“向后转”“向外转”“入列”“成列”“前列后退”“出列”“队列加倍”。他也提到“有序行进”“向左转”“向右转”“宽枪阵”“直枪阵”“斜线阵”“列阵”“阵前”“阵上”“阵下”“阵中”“阵侧”“阵外”。

以上所说的都是行动命令的名称，完整的指令如下：“拿起重装备（opla），重装者就地站立，重装者不得脱离枪阵。拥盾者离开枪阵，保持沉默，听好命令。举起长枪，放下长枪，队列收紧成一直线，注意间隙，转向枪方向，转向盾方向，前进，立定，返回前方，纵深加倍，向枪方向行动。返回原处。”但我们并不使用这些命令，因为语义不明，或者不复适用，毕竟如今的指令目标是简短而明确。

以上就是我们对步兵与骑兵整训操练的讨论，每个士兵、每支部队和整个军阵都必须能够立即执行命令。有必要对犯错的士兵进行当前规定的一系列惩罚，让他们清楚犯下错误会遭受何种处分，不敢疏忽大意。


注解



[1]
 　译注：“boukino”原意为“螺壳”，“taurea”则源自“牛角”，但其他军事典籍中一般不使用这两个名词来称呼军号，军号也未必真正由海螺、牛角制成。



第八章

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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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位者”福卡斯，著名拜占庭军事典籍《战略》的作者，皇帝莫里斯就是因为军队哗变而被杀，而被哗变者拥立的福卡斯的残暴与无能，直接导致了拜占庭—萨珊波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也间接导致帝国最终丢失东方的大片领土

当军官和麾下士兵集结后，有必要大声向他们宣读法典中对官兵的戒令，无论是实际开战还是进行训练均应如此。具体法令如下：

如果士兵违背四夫长或五夫长的命令，应进行处罚。如果四夫长或五夫长违背十夫长的命令，也应受同样惩罚，而十夫长违背小队长时也应受罚。如果所属部队之中有人违背旗队长命令，则应处斩。

如果士兵遭受不公待遇，他应当向所属部队指挥官请愿，但如果遭受部队指挥官本人迫害，则应向其上级请愿。

士兵归乡时，也就是解散返回家乡后，如果逾期不归，应当受连续值班驻防的处罚。

如果有士兵胆敢谋害长官或参与哗变，无论原因如何，都应处斩，密谋与哗变的领袖尤其不能饶恕。

如果负责守卫城市或堡垒的士兵叛变投敌，或擅离职守，应处以极刑。

如果有人意图投敌，应当处以极刑，知情者也应因知情不报受连带处分。

如果士兵听到十夫长的命令而不执行，他应受处罚，但如果是因不清楚命令而迟慢，十夫长应因教训不周而受罚。

如果有人寻获牲畜或者其他遗失物品而不报告上级军官，无论大小，均应受处分，知情不报者同以盗窃论处。

如果有人打伤纳税人而拒绝赔偿，需支付两倍的赔偿。

如果有人在获准离队期间武器维护不周，而他的十夫长没有要求他保证武器维护，或不向上级军官报告，士兵和十夫长都应受惩罚。

如果有人违背军官的命令，应当按军法处置。

如果有人打伤士兵，支付的赔偿金应是给普通纳税人赔偿金的两倍。

如果部队在越冬驻扎或者行军期间，有人打伤纳税人而不给付应当的赔偿，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需支付两倍的赔偿。

在战争期间，如果有人未报告部队主官即允许士兵归乡，应支付三十诺米斯玛的罚金。而在越冬驻扎期间可以进行两到三个月的归乡。和平年代士兵可以休假离开，在其所属的行政区（eparchias）内活动。

如果负责守卫城市或堡垒的人在并无生命威胁，尚可坚守时投降或逃跑，应处斩。

训练期间，当士兵聚集起来后，应高声朗读戒令，其他时候也应当重复宣读戒令，保证士兵和军官知晓。

其他在战时需要遵守的法规戒令，也必须事先告知他们。

部队集结起来后，应向士兵宣读以下戒令：

在作战时，战线集结后，士兵脱离阵线或旗队，无论是逃跑，还是擅自冲锋，或是抢掠死者的战利品，还是独自追击敌军，又或者袭击敌人的辎重车辆或军营，都等同于临阵脱逃，背弃袍泽，应当处决，一切战利品全部充公，纳入所属部队的公帑。

如果在大规模军事行动或阵地决战时，一支部队在已经列阵后无正当理由调头逃跑——愿这再也不会发生，周边部队应向这支部队中带头脱离战线或所属军阵逃跑的士兵射击，将他们全部杀死，擅自移动阵线等同于导致整部分军阵溃败。但如果他们是为运送受战伤者而暂时脱队，则免于如此惩罚。

如果队旗无正当理由被敌人夺走——愿这再也不会发生，掌旗官应受处决，羞辱示众，并降为普通士兵。在作战时受伤的士兵应当免于这一责罚。

如果在部队驻扎期间，一个军阵或者整条战线逃亡——愿这不会发生，而且该军阵所属部队没有转而与其他守备部队会合，也没有到军营中退避，而是向其他方向逃跑，那些逃亡者是不顾袍泽，应受处罚。

如果士兵在作战时扔掉武器，他应因丢弃武器并帮助敌人而受处罚。

如果大军已经集结，军官有意刁难士兵或者阻拦士兵服役，又或要求士兵在服役期间为军官提供私人服务，导致其对从军不满，忽视武器维护，这名军官应受罚。除了财政部门判处的罚金外，他还应当按以下标准受罚：将军罚一磅金，分队指挥官罚三十六诺米斯玛，统领罚二十四诺米斯玛，旗队长和其他军官罚十二诺米斯玛。

军法问题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将讲述全军或者某一军阵行军时的规定，以及在国境内行军和敌军境内行军时的具体事项，下文将依顺序阐述。



第九章

行军

尊敬的将军，当您在国土境内率部行军时，您必须严令部下自律，不得在乡间掠夺。若是大军开始动用武力，便不可能指望他们保持仁慈。当人们看到面前的财物时，便难免被贪欲控制，结果往往是把本国的人民变成敌人。

在您决定进军敌国领土境内后，就不要率部长时间在本国领土内驻扎。若是这样做，就是消耗己方的粮食，是损害友邻而让敌人免于袭扰。应迅速调动部队，若是您准备进入的地区丰饶富裕，则更应如此。

在没有敌对力量行动的情况下不要在同一地点集结大量部队，以免士兵停驻日久，行为不端或哗变。

如果您必须把所有部队集结起来以备行动，或者出于其他紧迫原因，那么您必须迅速分兵，或者开始操练，又或者命令士兵整备武器装备，就像训练的那一章所记述的那样。无所事事者难免会生出无益乃至有害的想法。

如果您准备进行战斗，行军时应列好军阵，以中队规模、分队规模或全部军队结成战线。列阵不但让士兵们更为安全，也让他们得到了锻炼，无论在敌方土地上，还是我方土地上均是如此。

每个中队行军时，要让辎重车辆尾随所部的旗帜，不得和其他部队的车辆错位。当敌军此时并不在我方境内，也不会在近期入侵的情况下，有必要以中队或分队规模行进，不要将部队集结在一处，以免疫病暴发，或者让敌军间谍轻易估计我方部队的规模，又或者难以寻获足够的粮秣。

当敌军贴近，离我军还有六七天乃至十天的路程时，就应当集结起部队并安排营寨。如果不熟悉所在的地区，也没有当地的向导，而敌军尚未出现时，就应当预先派出测绘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测量预定扎营区域的周长，并给每个军阵分划出基本等大的区域。

安营部队应当先行一步，他们负责保证营区的粮秣与用水。

如果行军道路穿过颇为崎岖、陡峭、不平或树木茂密的地区，应派出大批人员率先出发尽可能铺平道路，并设法让大军可以通过，而避免马匹体力耗竭。负责这一任务的人员不应属于斥候部队，以及其他有特殊任务的部队。

当部队行军时，阁下身为军区将军，应当在前方开路。率先行进是荣耀的象征，也是践行军法的要求。您的所有随员和旌旗应当全程陪同，而后是您私人的辎重车辆。

分队指挥官和中队统领也应当如此行进，在自己部队的最前方行进，无论是共同行军还是部队独立行进均应如此。

在河流渡口或者其他未知地域时应派安营部队先行一步，对当地进行具体侦察，并告知您这一区域的实际情况，以便您委派能力出色的军官保证行军安全。

如果行军要通过格外难以通过的区域，那么您身为最高指挥官，应当脱离部队以坚守，直到所有士兵安全通过后再自行通过。

我们永世铭记的皇帝，我的父亲巴西尔，在远征叙利亚的日耳曼尼西亚时就曾如此。他抵达帕拉戴索斯河（Paradeisos），在河中提灯守卫，在他的注视与庇护下，全军顺利而安全地渡过河流。他常常出手相助，而且几次亲自解救了陷入危险之中的士兵。

尊敬的将军，我们命令您如此做的前提是附近区域没有敌军。如果敌军贴近，那么您应当留在军阵之中，然而各支部队的指挥官依然应当履行职责，保证自己的军阵中每一个士兵安全通过，否则士兵争先恐后拥挤通过，将会引起混乱，造成踩踏而导致己方伤亡。

在您的部队穿越我方领土时，必须命令士兵避开各种耕地，无论是农田、果菜园还是葡萄园均应避开。他们不得穿越耕地，而您则借此得以遵守法律要求，保护农民免于受害。

如果可能的话，在长途行军时应保持在非耕地上行进。但如果必须穿越耕地，您就应当命令各个部队的军官留在原地监视属下每一队士兵通过，他们通过时应尽可能保证耕地完好，逐一通过，直到完全离开这一地区。

他后面的军官应当以类似的方式继续保持部队行进，让各支部队逐一通过。借此您可以保持队列秩序，而部队的军官也得以保证不损害农民的利益。

当战斗即将开始或随时可能开始，又或者道路崎岖难走时，如果野兽、家畜受惊，或者出现在道路上，不允许部下追击。这只会制造喧嚷与混乱，并毫无意义地浪费马匹的体力。

在和平时期，非紧急情况之下，围猎可以有效锻炼士兵。

如果您率领的部队规模较小，而还要和敌军作战，无论是在己方领土还是敌方领土，都不要行军穿过居民区，而应在不惹眼的区域行动，以免敌方间谍探知我军虚实。即使部队在国境内行军时也当如此。

相反，如果率部穿过敌方领土时，您必须掠夺纵火，将其彻底破坏。财产的损失以及谷物减产会削弱敌人的力量，让他们无法全力作战，而充足的资金和粮秣则对他们有益，增强敌人的力量。

如果你们打算在敌军领土境内长期驻扎，您应当仅仅保留能够满足我方部队支用的物资，而将我方需求之外的其他物资全部毁掉。

当您集结起全部部队时，您绝不能长期停留在我国或附庸国境内的同一地域。若是这样做，就是消耗己方的粮食，是损害友邻而让敌人免于袭扰。如果国内境况安稳，就应迅速调动部队进入敌国境内。若是您准备进入的敌国领土富裕且物产丰富，您就获取了充足的补给来源。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您也不能破坏本国或者盟国的土地，而即使是敌国并不繁荣的地区，也总归能找到供养军队的必需品。

在敌对领土上搜寻战利品时，仍应保持部队的纪律。若是陷入混乱，敌人往往能造成极大的损害。

率部在本国领土行进时，应考虑尽可能经过沿途的市集和贸易中心，或者沿海岸线行军，借此让当地商人得以免于危险，并毫不犹豫地给军队提供补给品，而不必畏惧。

当您在敌国境内，准备行军穿越狭窄的关隘或者率部穿越崎岖多山的地区时，您必须派出先遣部队抢占山口以及狭窄要地，所谓的“边境防区”（kleisourai）。若不如此，敌人便可能先下手为强，占据山顶或者扼守道路，阻止您继续进军，乃至在您率部穿越关隘时发动伏击。

当敌人可能进攻我国领土时也不要忘记这些问题。在他们抵达之前，派出您的部队占据道路上的狭窄地域。派部队担负这一任务可以阻止敌军侵袭，或者在他们穿越狭窄道路时加以沉重打击。

如果您打算长途行军，要在己方与敌方的领土上行进许多天，首先，在通过己方领土时就要让士兵适应军阵行进，保持在所属部队或者军阵的队列之中，跟随军官行进。这样的话，在进入敌方领土时，若是在关键时刻突然遭遇敌方的迅猛伏击，您的部下也不会陷入混乱或四散奔逃与推搡冲撞，这样会自乱阵脚，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兵们或者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殃，或者会被敌人追杀。但习惯了有序行动后，他们就可以在行军时保持秩序并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应当有自己的口令，并留意军阵中的每一个人。

您必须削减部队行军时的人数，率领部队在队列可以保持宽松的区域行进，不要让部队结成无法展开侧翼的阵形。这样的阵形更容易遭受敌人的突袭，而且毫无意义。

因为，如果敌人结成宽大阵列的话，进攻您阵列的先头部队时可以轻易将他们击退，而在真实的战斗中可以轻易地包围对方。

如果他们从侧翼进攻您队列的中部，他们就可以迅速突破纵列并将军阵截断。如果部队从行军队列转为枪阵时，他们无法保证队列纵深，接战后也将无力突破。

同样，如果他们从后方出现，纵列中最先接敌的人也难逃灭顶之灾。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得到援助，援助也将相当困难而低效。当后排的士兵前来援助前排士兵，或者前排士兵前去援助后排士兵时，他们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赶到。

行军阵形应当严密而成方形，长宽比不得太大，应基本相当，这样可以迎击每个方向的敌人，更安全，也更易管理。

如果军队穿越非常狭窄的小路，队列拉长摊薄，第一支部队穿过山地进入平坦地形时，时常会出现混乱，平地的先头部队可能会把后方正在下山的友军误认为敌军，对他们发动冲锋，直到近乎兵刃相交。

安排您的全部辎重车辆、特殊部队、驮畜和所有的装备部署到队列的正中央。如果您担心后方遭受袭击，就将后卫部队的力量加强到和队列前沿的部队一样，毕竟在未知的环境下，也无法确知哪个方向才会是真正的“前沿”。

派出一些骑兵部队到道路上侦察，在穿过人烟稀少、树木茂密又临近丘陵或山地的地形时应加大侦察力度。敌人往往在这些区域设伏，如果伏兵没被发现，他们将得以迅速消灭对手。

在平坦地形上，每个人都可以瞭望，侦察要容易许多。白昼时，远方的烟尘往往警示着敌军的来临，而夜间营火的光亮则会暴露他们的位置。

如果您不打算集结部队作战，就只在白昼行军，但如果您想抢占先机，可以在夜间加急赶路，不过要以保证安全为前提。

在开战前，行军应当缓慢放松，但如果发现敌军，就应当有序地集结起部队并立即发动攻击。在开战之前过于劳累，即使是勇敢者也会士气低落，紧张情绪也会耗竭体力。

步兵穿越敌对领土的狭窄道路或者崎岖地形并不困难。下文将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若非紧急状况，我们不建议骑兵在敌对领土上仓促而不必要地通过这类地形，特别是在夏季。不过，如果这一段地形不长，仅有约一里长，而且步兵能够通过，那么骑兵便可以下马步行通过。

上文所说的狭窄与崎岖地形仅限于别无其他通路的情况。当存在或可以开辟其他道路时，部队就可以顺利通过。因此，当部队穿过狭窄地形，并准备从同一地点返回，而且如果那里树木茂密，距离也不长，如前文所要求的那样，那么在第一次通过时就应当砍伐树木，平整道路，因地制宜。如果通路狭窄而陡峭，无法平整，就应如前文所述，派出步兵部队率先控制要地据守，必要时还可以派一支骑兵协助，在大部队返回后再转移。或者在要地也如此进行准备，也就是砍伐树木，平整地面，并留下适宜的警卫部队。

穿越狭窄道路的部队，无论是有辎重车辆跟随还是携带战利品，都应当结成双层枪阵或者将侧翼收缩成步行纵列。步行纵列是一种行军阵形，阵形前窄后宽。如果携带战利品的话应特别注意。步兵可以较容易地通过树木和崎岖地形，骑兵则必须下马，辎重和重装备则位于阵列的中心。

在这样的情境与地形中，采用双层枪阵——这种军阵将精锐部队放在最前方和最后方，如同剑刃一般。还应派专人防卫辎重车辆以及战利品。在此之外，要派其他的轻装部队配置到双层枪阵的四边，依地形尽可能展开，他们更适宜担负这一任务，数量也更多。他们要与军阵共同行进，并阻挡所有试图袭扰我方军阵的敌对力量。这保护了负责守卫辎重车和战利品的队列，而又不必分兵、影响秩序或者抽调防御敌军主攻的部队。毕竟，处于双层枪阵之中的部队不可能有序地保卫战利品，也不擅长对付敌方袭扰部队。因此，有必要把那些可以配置到枪阵之外的部队抽调出，以其中的精锐守卫军阵四面，而且特别要注重后方的防卫。这样士兵们便在任何时刻都能安然穿越崎岖难走的地形。

如果没有步兵陪同，下马骑兵的马匹不应当跟在骑兵身边，而是应当留在阵列中央，若是步行的骑兵们因为无理由的畏惧而准备逃跑，马匹留在身边的话，他们就可能轻易上马脱离军阵。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所以要如此安排。

如果他们要转移俘虏或者战利品，而敌人准备发动追击，您必须把敌军的俘虏安排到军阵的某一侧或者两侧，用捆住双手的俘虏作为屏障。敌军或许会因有所顾忌而停止投射，而即使他们投射，也会杀死俘虏而非我方士兵。

有时军队或许会遭遇意料情况，困在狭窄的地形中无法安全脱身，若是如此，最好和敌人达成协议，放弃部分或全部战利品。这样就可以安然撤走，而不必因为战利品而陷于危机中。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谈判，就在敌人面前处决俘虏。而后，在他们的领土中停驻并无情破坏，或者尽可能维持军队秩序，集中全力逃出生天。

最重要的是，尊敬的将军，如果您困在了这种狭窄地形中，特别是那些较长的狭窄地形，您一定不能让军队强行向前突破，特别是在夏季，树木茂密的枝叶能遮蔽敌军，我方军队击退敌人并抢占制高点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骑兵远征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步兵在平地上行进时，您必须派出骑兵在军阵前方与后方巡逻，任何步兵都不能越过巡逻队行动。营地应当保持紧密，这样步兵就不会因为长距离步行而耗费体力。

陪同步兵的辎重车辆应当跟随其所属部队行动，无论他们是成纵列还是宽军阵。右军阵的车辆在先，左军阵的车辆随后，再之后是左中军阵的车辆，直到右中军阵的车辆通过。他们不应混杂或在行进时错位。

如果敌军在附近，重装部队应当继续行进，每个人都不能把武器留在辎重车中，而应当手持武器准备战斗。在遭遇敌军时，各部应当按照作战阵列组织队形，这样他们在行军时就不会混杂或分散，当必须开战并组织作战阵列时，士兵已经就位。

如果大批敌军骑兵正在附近，并在向我军贴近，我们不应立即准备转移营地，也不应在交战之前行军。应在开战两三天前抢占有利地形并在安稳处安排营地。

如果您打算率领一支步兵远征敌方领土或发动突袭，而这一地区森林茂密、崎岖不平且通道狭窄，决不能配置大量骑兵、车辆、辎重或者重装备，比如链甲、札甲、头盔以及类似的装备。长盾步兵应仅携带大盾、长枪、剑和斧。那些所谓的轻装部队则应当使用更轻小的盾牌、弓箭、投镖、短标枪、斧，以及其他类似的轻便装备。他们必须携带额外的斧，由驮畜载运以备不时之需。

和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作战时不同，重装步兵不应当结成一整条阵线，而是应依照部队实际规模和环境情况，结成两到四个阵列，每个阵列有两排到四排士兵。这样的分队可以更平稳地行动，各部队之间不应超过投石可及的距离。

如果骑兵或者辎重车辆随同行动，辎重车辆应在步兵队列后方，再之后则是骑兵，而最后方还应当部署少量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作为后卫部队，因为突袭者往往袭击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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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剑配重



轻装步兵以及少量骑兵应当在主力部队前方一里外的距离行进。其他部队则应当在侧翼各处巡逻，侦察敌人的埋伏以及那些乍一看没有异样，实际上背后被锯开，可以轻易推下封堵狭窄道路的树木——它们往往会给那些中伏的部队制造相当大的困难。

轻装士兵以及少量骑手应当搜寻这种布置，同时肃清隐匿的敌方部队。主力部队随后通过。

在相对开阔的区域，骑兵应当在前方行进作为斥候，但在林木茂密而崎岖的地形则应由轻装部队担负这一任务。

不要按照集结重装部队的方法，把轻装部队集结成一条直线，而是应该结成散队，也就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手持盾牌的标枪手——这样他们既可以用盾牌掩护自己，也可以投掷标枪——作为小组。每个小组还应当配一名弓箭手，由标枪手掩护。

这类散队不能沿着军阵的行进道路行进，也不能成纵列，而是应当分散开来逐个行进，让一支部队掩护另一支部队的侧后。如果前方的部队遭遇敌军的抵抗，或者被崎岖地形拖住，后方的部队就可以悄然转往占据较高的地形，从敌人的背后杀出。因此轻装部队往往有必要加急而有序地行动，先占据交战区域的高地。

您要下令轻装部队不得离开主力部队太远，至少还能听到号声。失去支援的他们很可能被敌军冲散。

如果前方的四阵列来到无法通过的狭窄地形，就将其中每两个阵列结成双层枪阵，但如果双层枪阵也无法通过，那么就将军阵从侧翼转为纵队，四个军阵依次通过，而期间必须保持轻装部队在前。在穿越狭窄区域之后，他们便再度以纵队转横队恢复成四个军阵的阵形，继续行军。

如果前方或者侧翼出现大批敌军，就在合适的方向结成阵列，面向敌军。也就是说，如果敌军在左侧出现，这一侧翼的军阵就原地就位，而其他三个军阵则转向左侧各就各位。如果敌军在右侧出现，进行类似的机动，将军阵整体转向。如果他们在中央的一个或两个军阵遭遇敌人，另外两个军阵就前进并右转，以类似的方式将侧翼转向前方，结成阵列。

如果地形允许，轻装部队应当以紧密阵形贴近敌军，以便和骑兵协同包围敌人。但如果集结成紧密阵形通过不现实，就把重装部队（重盾步兵）的队列拉长，加强纵深，以便迅捷通过林地，并在需要时继续维持紧密阵形。

但若是连这都不可行，就有必要让主力部队停止前进，派轻装部队迎击敌人，并以少量重装步兵和骑兵协同支援。

您必须要下达如下的命令。在您的部队正在行军，发出敌军抵进的警告时，士兵们不应当过于兴奋，直接冲向那个方向。重装步兵应当原地就位，而各部队中的轻装步兵则冲向发出警报的方向。若是没有收到指挥官的命令，前方的部队不应仓促向侧翼行动，侧翼部队也不应赶往中央。各部队应当在收到警告之后支援同一部队的战友，而如果部队遭到的攻击太强，他们就应尽快返回重步兵组成的主军阵中，以免被敌军驱散。

因此如前文所述，步兵可以在密林地带或者崎岖地形中安全而有秩序地行军，只要他们收缩侧翼，也就是将队列宽度变窄，依照地形实际情况分成四个军阵或者两个，而在较开阔地形则展开侧翼，即依照地形宽度展开横排，而纵列保持紧密坚实。

不要忘记，在密林是时配备重枪（menaula）的标枪兵要比弓箭手和投石兵更有价值。因此，大部分的轻装步兵应当在训练中学习投掷标枪和使用重枪。

相比之下，弓箭手更适合在军阵中和开阔地形投射支援，而非在崎岖、陡峭、狭窄的地形中作战。

因此标枪兵需要在军阵外作战，特别是在密林中时。因此，尊敬的将军，您有必要在行军时注意这一问题。

无论部队是由步兵还是骑兵构成，绝不要解散主军阵，除非所有人都已经进入军营，防御工事已构筑完成，巡逻队也已布置完毕。

所有人必须清楚这些指令，他们必须在听到号声时立即停下，而在听到进军的号声时再度开始行进。

因此，我们就此完成了对行军的阐述。下面我们将要讨论辎重车辆的相关事宜。



第十章

辎重车辆

您必须认识到，辎重车辆是重中之重，曾经有部队离开辎重车辆的情况发生，而您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车辆必须有安全防卫，无论里面有什么物资。另一方面，也不能粗心大意地将辎重车辆带上战场。车队之中有士兵们需要的马夫，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属。如果他们的安全无法保证，士兵们难免分心犹疑，无法全力作战。

所有明智者都要尽可能让敌军受损而保全自己，如果他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不能袖手旁观或者犹豫不决。

最重要的是，当您带着辎重车辆行动，而决战即将开始时，我们建议您不要带上大批马夫，也就是那些在我们的军队出征时随同部队行动，为军官和士兵服务的仆役随行，应仅挑选少量勇敢者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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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保加利亚的黑海海滨，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曾经在这里几番决战，尽管拜占庭方拥有海军优势，却依然因为指挥官的疏忽，在这一地区遭受过几次惨败

每个小队应当有一名马夫，负责照料与管理马匹，而补贴则按照任务不同，人员质量高低，具体所属部队以及照料马匹数量确定给付额度。这可以减少大量的管理混乱，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让他们免于分心。

作战时这些仆役应当留在后方，无论战争是在我国境内还是敌国境内进行时均如此。如果附近有步兵部队，他们应当与之会合，并由这支部队的军官指挥。他们应当在营地中自保，而下一章将对营地进行具体叙述。

也要把备用的马匹，以及余下的装备和辎重车辆留在一起。

在掠夺或者其他的进攻行动中，士兵们必须能迅速骑上装备完备的战马，在开战的那一天勇敢地向战场前进。

但开战后，我们认为不需要把备用的马匹留到军阵附近，而是应当留在营帐中，毕竟经验不足的年轻仆役时常会惊扰马群。

如果步兵在场，无论是在我方领土还是在敌我双方的边境地区，而且战斗将会在不久后不可避免地展开，那么就应当把不必要的辎重车辆、备用马匹、工具，以及其他战斗时不必要的物品留在三五十英里之外的营地中，那里必须易于防守，并有充足的草料与饮水。

在辎重车辆和军阵之间，应当安排一些不卑劣不胆怯，而且大多数人都认识的人。让负责辎重车辆的军官——为辎重车辆安排独立军官负责很有必要——负责指挥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就这一战的结果决定辎重车辆是应当留在原处，转往其他适宜的地点，还是和部队主力会合。

部队离开辎重车辆出战的话，应当带上备用马匹和小帐篷，或者可以代替营帐的厚斗篷，所谓的罩篷。此外，还应当携带二十到三十磅的补给品、硬面饼、面粉或者其他轻便之物。他们而后应当到合适的位置停驻扎营，而后再出发与敌人交战。这个营地应当得到壕沟或者砖石工事掩护，即使部队仅在这里停留一天。

每个旗队都应当储备足够一天使用的草料或干草，以备战事不利而被迫仓促撤回时使用。此时便可以在营地之中使用备用草料喂马，不必在混乱中与敌军监视下出发搜寻粮秣，也不必到敌军重兵把守的村镇附近寻找补给，更不必在补给所剩无几、人困马乏的情况下继续行军。

但如果我军可以继续行军，不需要补给品，您应当派人烧掉放在后方的草料，阻碍可能从后方追赶的敌军。

在行军时，若是敌军在附近，必须要把辎重车辆放到军阵的中央，这样它们不会因为缺乏防护而遭袭击。如前文所述，部队在行军时不能让辎重车辆混杂，而应当保持距离。车辆应当跟随所属部队行进，而士兵们则可以放下所有不必要的物品轻便进军。

如前文所述，辎重车辆必须配备独立的军官管理，他要负责车辆的整队与管理。他应当如此率领车辆：如果从敌军领土返回，就让车辆先行；如果进入敌军领土，就让车辆后行；如果担心敌军从某一侧发动袭击，就把车辆安排到安全一侧；而如果每个方向都可能遇敌，就把车辆布置到军阵的中间。

尊敬的将军，我们就此简略地讨论了辎重车辆的相关问题，无论是跟随步兵的车辆、跟随骑兵的驮畜，还是跟随混合部队的其他运输工具，均应按本章所说布置。我们尽可能避免遗漏，而接下来我们将向阁下阐述扎营的基本要求。



第十一章

军营

您必须保证我方营地与筑垒营寨的安全，此处的筑垒营寨特指全军停驻的营寨。如果可能的话，部队应当在开阔地中扎营，但如果这不可行，我们也不能大意。我们的营地必须坚实并配备严密警戒。不要在临近高地的位置扎营，以免敌人趁夜间先我们一步占据高地，借此攻击营寨。

当您在敌方领土扎营后，应当在营地周围挖掘深沟，即使仅打算停驻一天也应如此。这样布置营地可以避免突袭和偷袭，值得为此费力。即使您相信敌人距离甚远，也依然要和敌人随时都可能到来那样安排岗哨。

若是您准备在那里长时间停驻，因为您认为敌人不会发动进攻，希望借机在他们的领土上破坏，应当选择有利的营地，不应当是树林或者泥泞潮湿处。这些地方的雾气和异味对健康不利，可能导致军中疫病横行，让许多人因此病倒乃至死亡。若是如此，军队的人数不但要减少，战斗力更会锐减。

士兵不应在同一营地长期驻扎，也对健康无益，不过冬季例外，那时士兵或许会住到建筑中。同一营区堆积的排泄物会产生有害的气味，污染原本的新鲜空气，传播疾病。

如前文所述，在冬季驻扎期间，应当尽可能训练士兵，练习战术动作，让士兵们习惯于劳累，以免他们因闲居无事而怠惰。

您不但要在敌人不会进攻时考虑营地的整洁，也应当保证营中人有足够的各类补给品，特别是在行军时，或聚集在一起的大军必须要在某个地点较长时间驻扎时。

也应当关注商人，保证他们不受不公正对待，以免他们心怀不满，而停止为我们提供必需的补给。

如果您担心遭受意料之外的袭击，就使用壕沟、木栅或者所谓的“战壕”（fossa）以及蒺藜和其他木石工事，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防御手段，如在外侧配置岗哨。如果有车辆的话，也可以用它们构筑坚实的防御设施，或者可以用尖桩（stabarosai）用作围墙，或者分散开来，或者紧密排布，或者使用木材制作，或者用倒下的树木。无论如何，营地必须保证安全稳固，除非部队是在我国境内行军，或者是在训练，或者是进行其他有益的行动。

应当留意在营地附近居住的陛下的臣民们，不能让他们遭受士兵的侵害，特别要关照农民。在我看来，这两个职业对我们国家的稳固与延续最为重要，农业生产供养士兵，军事行动庇护农民。因此必须关注这两个阶层的生活状况，这样士兵得到合宜的供养后可以英勇作战，农民得到公正的对待后则会在军队出征时向士兵欢呼致敬，为士兵祈祷。

尊敬的将军，当敌军即将贴近，战斗将要开始时，应当预先花时间挖掘战壕。您可以依托工事静候敌军，还要准备好可供马匹、驮畜食用一到两天的青料、干草或谷物，而我们在《行军》一章已经提及此事。同样，如果您希望从现在的营地出发，转移到另一处营地并在那里准备作战，也有必要把可支用一两天的草料运走，储存到新营地。而在作战当天，敌军不太可能任由我军的马夫在他们的监视下随意割草或放马。

如果敌军贴近，如前文所述，有必要让士兵搜寻粮秣并储存自己需要的补给。在营地驻扎下后，侍从们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得外出搜寻粮秣，敌军骑兵规模远多于我军骑兵时，更应当如此安排。

如果您觉得频繁考虑不利情况没有必要，就好好想想可能的后果，并为此尽可能未雨绸缪，以免临渴掘井。最重要的是为士兵和马匹准备好可以支用几天的食粮，以及保证营地的稳固——考虑地点是否合适，以及是否有能够在危机时庇护营地的河流、崎岖地形或者其他障碍。

当步兵的军营遭遇猛攻时，如前文所述，将辎重车辆布置到营地四周，不论这些车辆属于步兵还是骑兵或混合部队。也应如我在前文所说，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在外侧挖掘战壕。保证战壕五至六尺宽、七至八尺深，并把挖出的土堆到内侧。在壕沟外侧布置蒺藜和埋有尖桩的陷坑。您必须保证部队清楚它们的位置，以免他们因此受伤。

在营地的边界应当有四个公用大门以及一系列的小暗门。离每道门或通道最近的军官要负责其警戒任务。在辎重车辆以内布置轻装部队、标枪兵、弓箭手的简易帐篷，应有壕沟防护，这些帐篷和其他帐篷之间应有宽三百至四百尺的空地。当敌人开始投射时，他们的箭矢会落到这块空地上，而不是中间的营帐。

应保留两条宽阔的道路，四十至五十尺宽，成十字形穿过营地中央。在道路两侧营帐需紧密排列，营帐之间保留一小段距离。

每一位分队指挥官都应当驻扎在他属下营区的中央。而您，作为总指挥官，应当偏向一侧，以免阻挡交通或者被往来的人员干扰。如果营地中有骑兵，他们应当驻扎在营区中部，而非边缘区域。

较为出色的旗队长应率领他们的部下驻扎到营地的大门附近，这样在入夜休息到清晨集结之间，不会有人胆敢违抗军令进出营帐。在骑兵安全进入营地后，就应当安排巡夜人员出发。

每一位分队指挥官都应当委派麾下一名信使到将军的营帐中待命，同样，统领和旗队长也应当委派下属到分队指挥官的营帐中待命。这能加快命令传达给所有人的速度。

大号手和小号手应当和您，尊敬的将军一同行动。休息的号令应当在傍晚下达，让所有人停止工作，并在晚餐结束后共同唱诵“三圣颂”（Trisagion，即ἍγιοςὁΘεός，Ἅγιοςἰσχυρός，Ἅγιοςἀθάνατος，ἐλέησονἡμᾶς）。

安排您信任的一些人到岗哨中警戒，并要求所有人保持安静。任何人都不得高喊战友的名字。保持安静有许多好处。我们发现如此安排往往能够发现并逮捕在营帐中游荡的敌方间谍。同样，高声喧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禁止舞蹈和类似的轻佻娱乐，特别是在夜间。他们不但扰乱秩序，喧嚷烦扰，还会破坏军纪，而且浪费士兵的体力。

如果您打算将部队从营地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而且希望不被敌军发现，或者先于敌军占据要地，或者因为与敌军作战受损甚大，准备拔营启程而又不希望遭受敌军追击，就点起大量篝火后再撤退。当地人看到营火时，他们会以为您依然在营地，而您将得以继续完成您的计划。我们还能想起我们的将军，尼基弗鲁斯，在奉命率领大军前往叙利亚时，曾经使用过这个计谋。他的部队在当地进行了相当大的破坏，进入敌军领土腹地。当他的对手萨拉森人（蛮族）的宦官将军阿普尔菲尔（Apoulfer）集结起军队之后，他依然把蛮族俘虏和所有在敌方领土获取的战利品带了回来。

在远征保加利亚时，他使用了另一个有效的欺敌手段，而我们也不应遗忘他的功绩，这应当在军界中传诵。情况如下，他将三腕尺或再略长一些的两根等长木料绑在一起，成“人”字形。以类似的方式将一根五至六腕尺的木料像标枪一样架到刚才的木架上，变成一个三脚架，连接处用绳索紧固。在标枪一样的尖端处他还绑上了一把大阔剑，从三脚架上伸出略多于两腕尺的距离。他就此把这些木制的工事配置到需要的位置补充防御，而在必要时再拆除。同时，在营地遭受骑兵猛攻时，他们也可以用作武器。当他们骑马前来进攻我方部队时，他们将会在冲击这种防马栅时损失惨重。这种工事可以迅速制造、转移和再度布置。如果壕沟无法完成，这些工事能保证营地的安全。

当您准备安全转移营地时，您必须在傍晚前下达命令。而后在准备转移的当天的破晓时分，吹响三次军号，部队启程转移。军官们有序安排行军，重步兵在最前，营地中如果有辎重车辆，或者其他载运补给品的民夫或驮畜，就跟随他们行军。

使用防马栅对保卫营地安全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当地岩石过多无法挖掘，或者天色已晚，布置得当的防马栅能够给大军提供与壕沟相当的保护。

我们清楚古人的记载中提到了使用各种各样形状的远征军营寨，但我们如今更喜欢以方正的四边形为基础安排营地，保证秩序。

对附近驻扎的敌军而言，宽大且展开的营地与高地上布置的营地，要比平地或斜坡上的营地更惹眼。因此如果您希望对敌军展示军力，您应当在宽阔地点，特别是有充足补给的宽阔地点扎营。

如前文所说，选择有益士兵健康的地点扎营，而且不要在同一地点停留过久，除非当地气候特别有利，补给足够便利，也没有重大的威胁。

如前文所说，人员需要便溺时要到营地外面去，因为产生的气味不利，对被迫在同一地点长期停驻的部队而言更应如此安排。

在关键时刻，您必须寻找一个有小溪或流速缓慢的河流的地点，横跨水流扎营，而士兵们也能迅速涉水通过。但如果河流太大或水势湍急，就只能将营地扎在河流的同一侧，庇护营地的侧翼。如果附近有合适的河流，马匹不得到营地上游饮水，马匹的踩踏会让水流浑浊无用。马匹应在下流饮水，如果水流太小，则使用水桶装水饮马，不要放马踏入溪流，让它们将水搅浑。

不要把营地布置到敌人易于攀登的丘陵附近，因为他们可以轻易从上面向营地中射击。

如果敌军部队不在附近，还要行军几天后才能抵达，就不要试图在水边安排营地，在我军有较多骑兵时更应如此。牲畜和人员会习惯于饮水充足的情况，而当供水困难，饮水不足乃至一时无法获得饮水时，他们将无法忍耐。

在敌人贴近前，步兵不应当和骑兵混合在一起扎营，而是应在营区壕沟外侧的不远处驻扎。这样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至于过于拥挤，也不会让敌方间谍误以为我军人数不多。您应当在几天前就预计好他们需要多大的空间，以便在他们必须进入营区和骑兵一同屯驻时，清楚如何安排营地。当敌人贴近时，骑兵将和步兵汇合在一起，在预定的区域扎营。

在作战时您必须计划好，将营地安排到易守难攻的位置，并准备足以使用几天的补给品，而且如前文所述，不仅要准备人的补给，在条件允许时也要准备牲畜的补给，毕竟战斗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最重要的是，应当格外注意饮水补给，并安排对水源的守卫。您终将发现实际上敌军也需要水源。如果战斗在开阔地展开，尽可能利用河流、湖泊或者类似的天然屏障庇护您的后方。

布置坚实的营地并在其中留下规模可观的部队，这样敌军指挥者就不会计划进攻城壕并杀死其中的驻守者。此外，您要让辎重车辆有序跟随。

如果这一地区崎岖不平，就把车辆、驮畜以及类似的物品辎重留到营地，留下一些车夫警戒，并在营地附近的适宜位置结成战线。

面对敌军骑兵时，崎岖的地面本身就是对我方阵列的有效庇护。如果车辆在这样的地形上跟随行动，战线中的士兵不但无法得到它们的援助，反倒会被它们拖累。

应当注意拖曳辎重车辆的力牛，这样在军阵结成，车辆停止后，他们不会被敌方制造的喧扰惊动，或者被箭矢惊扰而惊慌奔逃影响军阵。它们应当拴住或绑上腿，如前文所述，这样的话即使它们被箭矢射中，也不会奔走而影响军阵的步兵。因此它们也不应当被拴在步兵军阵的附近。

有时需要支援遭到敌军猛攻的地点，或者在辎重车辆可以到达前抢占要地，这样的话，为了不拖慢行军速度，将余下的辎重车辆和部队留到一个易守难攻的位置。如果没有如此需求，就让步兵带上他们的补给品以及蒺藜和防马栅，在驮畜或者专用驮马的驮运下和大军一同行进。

而后，当需要扎营时，就按照要求挖掘壕沟，布置防马栅，并在内侧布置坚实的木栅或木墙。这能够让营地得到和辎重车辆阵线相当的庇护。我们把环绕营地的车阵和同区域的防御墙称为“车阵”。

如果当地恰巧有大批的骑兵，而步兵数量不多，并且决定要把辎重车辆保留在营地之中，就不要把所有步兵都留下，派一些步兵留在营地警戒，将余下的人员结成军阵，驻扎在营门与壕沟外。这样，如果骑兵被击退，没有军阵保护，这些步兵至少能够提供掩护，让他们得以整队与敌军再战，或者安然退到营地中，而不至于在营门处自相拥挤。

您必须向下属军官们说明，他们必须要在冬季驻扎时进行统计。让分队指挥官统计部队中有多少马匹以及所部士兵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武器。在情况顺利时，您可以进行必要的准备，让士兵们负责这一任务。您应当格外关注弓箭方面的问题，可能的话，让那些并没有列入征召名单的人也在家中存放弓箭。忽视这方面的补充曾经让罗马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他们无法发挥战斗力，前文也提及了这一点。就此，我们结束了对营地的讨论。接下来的一章要讨论战斗即将到来之前的准备。也就是说，在战斗将要开始的一两天之前，甚至更早，需要进行什么安排。现在我将告知您需要如何安排，需要避免什么以及应当和军官、士兵们宣告什么。



第十二章

战前准备

当您集结起训练有素的大军等待战斗开始时，尊敬的将军，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他们同时集结到一条战线上，对规模较大而完成作战准备的部队犹然。这样臃肿的大军会彻底毁掉战线的良好秩序，其巨大规模和人员数量导致部队无法高效执行命令。正确的做法是将规模过大的部队分开，结成两条战线。

当双方准备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时，依然将全部军队集结成一条战线，意味着既不考虑可能的逆势，也没有准备对付敌人的其他手段，比如集结第二战线。这样安排的人在我看来经验不足，也无疑会将自己陷于危险中。

毕竟，战争的事实情况与缺乏经验的人所想的不同，单靠大规模的部队、缺乏纪律的蛮勇、放手一搏的突击，无法确定战争的最后结果，更不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最重要的因素是机巧与策略规划。有了这些，再加上士兵们的热忱，才真正能够胜利。

靠着明智的计划与机变，考虑开战时将是白昼还是黑夜、是风雨还是晴天，顺应天时；主动控制狭窄的道路，占据地利；而后布置伏击、安排突袭，使用各种各样的妙计欺敌，您才能够未战而先胜。这攸关生死存亡。靠着您的明智、谋划、勇气与机巧，您将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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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上的尼基弗鲁斯二世与巴西尔二世。尼基弗鲁斯二世是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尽管执政时期在内政上诸多失误，他依然为帝国收复了克里特岛、奇里乞亚和安条克，为此后约翰一世和巴西尔二世进一步拓展领土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主持编著了《论军事》等军事典籍

明智的谋划与策略安排就说到这里。要在与敌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实用的知识，也就是，您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分兵或合兵，保持安全与有序。您集结起有序的军阵后就对敌人发起进攻。您不但能够保护自己免于敌人的阴谋诡计，还能够利用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付他们。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旧时的军官们认为保持良好秩序很有益。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把全军分为分队和中队，委派旗队长和百夫长，并在需要时进行其他划分，再以这样的方式集结大军。将全军集结到一条战线是错误的，这等于在一次冲击中投入数以万计的骑兵，赌上他们所有人的性命。应当在第一条战线后安排第二条乃至第三条战线，再集结起部队，特别是，如前文所述，部队甚多时。当您认为有必要时，您可以安排进行各种各样的进攻。

将全部军队集结到一条战线，在我们看来会导致各种不利，特别是部队里面有人使用长枪时。如果人数太多，战线难免过长，一些士兵被迫布置在不利地形上。战线太长会导致兵力不均而难以掌控，部队之间无法进行协同，部队最终会陷入混乱，甚至队列在与敌人交战前便自行瓦解，自乱阵脚。

如果敌人延展他们的侧翼，发动突然的包抄时，部队若是没有来自后方后侧翼的支援以及其他援助，我们的士兵将被迫溃逃。

此外，在真正的战争中，没有人能从后方清晰地看到整条战线的情况，一些士兵往往可以从所属的军阵或旗队中溜走，让余下的士兵们军心动摇，准备撤走。这诚然可悲。当他们撤退时，将无力回头再战或保证撤退时的秩序。事实上，当溃逃开始时，在场者无人能够将他们召回，或者让他们调头继续与敌军作战。

有时集结成同一条战线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中占据上风，将敌军击退，但在混战时他们的阵形将必然陷入混乱，只能在混乱中继续追击。如果敌军在逃跑时突然掉头迎击追击他们的我军，或者其他支援部队突然出现发动伏击，那么追击者无疑要被击退，陷入溃逃，因为如前文所述，他们没有能够击退那些突然之间出现，向他们发起冲击的敌人的预备力量。

我认为将部队集结到一条战线只有一个好处，敌军从远处看，这样的阵规模极大，让他们畏惧。但这种好处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上。此外还有一种可能的好处，也就是部队能够借着极长的战线包抄并最终包围敌军，但前提条件是部队必须能够以足够的理智和机巧完成这个战术机动。

我们相信，以常人的理智考虑，有许多掷地有声的理由证明结成两条战线更有利，第二条战线将支援第一条战线。一个原因是第一条战线的部队得到第二条战线保护后方之后，会因无后顾之忧而英勇作战。同样，他们的左右侧翼也能得到所谓侧卫部队的庇护，让他们一往无前。此外还有其他的有利之处：若是有第二道战线，第一道战线的士兵往往很难掉头逃跑，毕竟后面的部队能清楚看到逃兵，这在作战时至关重要。事实上，第一道战线时常会被击退，而第二道战线则将作为第一道战线的支援和庇护所。第二条战线提供的支援能够让士兵们得以再度集结起来，迎击前进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在追击敌人时，第一道战线的士兵能够安全而有序地执行追击任务。逃跑的敌军往往会回头再战，或者得到伏兵的支援，若是如此，第二条战线的部队可以加入作战，迎击他们，支援第一条战线的部队。但即使第一条战线完全崩溃——愿这再不会发生——而无法再度投入作战，第二条战线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即使第一条战线彻底崩溃，他们也能够继续作战，并英勇地迎击敌军。

敌军的阵线几乎必然要在交锋后崩溃混乱，而我们的第二条战线则能依然保证有序。敌人的阵线会陷入混乱，而我们则将再度占据上风，追击军阵瓦解的敌人。

最值得如此布置的原因是，将部队如上文所述布置到两条战线上，既适合对付与我方规模相当的敌人，也适合对付规模明显大于我方的敌人。

或许有人会问：优势何在？如果第一条战线陷入混乱或被击退，第二条战线也难免要被击退。我对此的回答如下：如果我军以前文所述的方式安排了两条战线，依然被击退，那么布置成一条战线又能有什么胜算呢？这条战线的部队被击退之后，就再没有部队能够支援协助，并重新集结败退的部队了。或许还有人会认为，将全军分为两条战线，每条战线的实力都会更弱，效果也会更差。这样问的人应该再多考虑一些问题。如果如此布置后，后方部队完全不参加作战，他们的看法确实有道理；然而我们并不是下令分兵，而是改变阵形。阵形改变前，部队布置成长而薄的阵线，此时则收缩成双层的等长阵线，士兵们紧密布置。我们并不是将后排部队撤出战斗，而是转移位置，以前文所说的方式加强了军阵。

因为这些原因，无论骑兵的规模是较大还是正常水平，都很有必要将他们分成军阵。因为对您，尊敬的将军而言，很有必要尽可能保持理智并应对实际情况，在面对纪律严明而机巧的敌国时更应如此。

如果您得知敌军比我军规模更大，就应尽可能避免正面作战。在进行阵地决战之前，必须要调查清楚敌军的规模。

如果您的部队以步兵为主，您应当将他们结成战线，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步兵军阵与步骑兵混合军阵。如果部队中只有骑兵，而且对方也是骑兵，就把我方部队分为三条阵线，第一条阵线，所谓“先锋队”（promachos），要把军阵三等分，也就是把每个分队分为三个中队，将副将安排到中央的军阵中。另外两个军阵，也就是左侧和右侧的军阵，各自军阵的指挥官也应当位于所属部队的中部。

您要把这些军阵分出“突击部队”——即发动进攻的部队，以及防御部队——即掩护进攻者，并为他们提供庇护的部队。每个军阵应当将能够开弓投射的三分之一的部队组织成“突击部队”，余下的三分之二，位于中央的防御部队，即所谓的“防卫部队”，则为“突击部队”提供庇护。

以如下的方式集结第一条阵线。在左军阵最侧翼安排三个旗队作为侧卫部队，敌军的包抄从这里进行，他们将担负掩护任务。在右军阵最侧翼安排两个旗队的弓骑兵，即所谓的包抄部队，用于包抄敌人。第一条阵线应当如此布置。

由全军三分之一部队组成的第二条战线，所谓的支援阵线，应分为四个军阵。这些军阵的侧翼弓骑兵之间应当保持一箭的距离。您应当将这些军阵安排为双向，保证前方，即所谓队头的士兵人员精锐装备良好，而后方，即队尾的士兵也同样要人员精锐、装备良好。而后，如果敌军从侧后或后方进攻，他们也能迅速调转方向列成军阵，面对两个方向的敌人。在主军阵以及两个侧翼军阵后大约一箭之地的距离外，各安排一个旗队作为后卫部队，即第三条阵线。

在第二条阵线中的空隙，即阵列间隙，有必要配置一个旗队，以保证阵线外观上如同一体，同时避免行军时产生混乱。他们应当每列两人，若是能组织成每列四人则更好，特别是部队规模较大时。这样，当需要给第一条阵线撤退的部队提供庇护时，这三个在间隙布置的旗队就撤出，留出空隙让他们躲避。在为撤退部队提供庇护与空间时，他们也可以迫使意图逃跑的士兵返回战场。此外，将后卫部队组织成第三条战线，往往能够击退从侧后或后方进攻，意图干扰第二条战线的敌人，让这一区域保持安稳。

如果您部队的规模适中，也就是五千到一万乃至一万两千人时，您就不要把第二条战线组织成四军阵，而应保持两个军阵，留下仅一个无人的开阔区域接收撤退寻求庇护的部队。如果您的部队不足五千人，就只在第二条战线布置一个军阵。

除了以上所有的布置外，我们还要命令您安排三到四个旗队作为所谓的伏兵或伏击队，布置在阵线的两侧。他们的任务是防止敌军向我军左翼发动伏击，并在地形适宜时对右侧的敌军发动伏击。

应当注意的是对敌方侧翼或战线后方的进攻，如果时机合适并组织有序，要比仅仅直接进攻正面有效，也更能决定胜负。如果敌军规模较小，这样的进攻会出乎他们意料，包围他们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损失，因为被击退的部队也无法安然逃生。如果敌军规模与您相当或更多，他们也会陷入艰难之中，误以为对面的部队规模甚大。

应当注意的是，除非迫不得已，不应该让规模较小的部队与规模更大且纪律严明的敌军进行阵地决战。如果真的迫不得已，也不要将战斗限制于正面，而是要袭击敌方军阵后部、侧翼以及后方，即使我军规模更大也应当如此。无论和什么敌人作战，仅仅在正面战线作战风险太大，即使对面的敌人规模较少也是如此。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求您在作战时将所有的骑兵部队集结成两条战线，特别是部队规模较大时。将他们以前文已经解释的方式组织成“突击部队”，即位于阵线前方先于他人攻击敌人的部队；防御部队，即保持有序阵形的部队，准备在进攻部队没能击退敌人而被迫后退时为他们提供庇护。也要分配出侧翼护卫和包抄部队，即用于包抄敌军的部队，并安排伏兵（所谓的伏击队）以及在后方结成军阵，庇护前方的撤退部队并阻止他们逃跑的支援部队，最后则是驻扎在最后方，庇护全军侧后的后卫部队。

如果我方拥有大军，而您能够将他们集结成前文提及的双层阵列或者布置成三层乃至更多，这样一来，规模较小的敌军也会被迫进行分兵，他们的部队或者要摊薄或者在冲击我方军阵时，被其他阵的友邻部队击退或包围。这至关重要。

军阵每列的人数，即所谓的纵深，古时的资料要求每支骑兵部队结成每列四人的队形。毕竟事实证明，如果骑兵结成更长的队列则低效且无用。步兵军阵使用大纵深的话，后方的推挤可以迫使前方的士兵奋勇向前。这是步兵的情况，骑兵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方的马匹无法像步兵军阵那样，推挤前方的马匹。队头，也就是前方的部队，也无法得到后方远处部队的支援，无论后方是枪骑兵还是弓骑兵均如此。

第四排之后的枪骑兵无法攻击到前方，而弓骑兵因为前方友军的关系必须抛射，而这样的抛射在乱军中毫无意义。如果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事实会教训他们的。

因此，如我们所说，纵深保持每列四人已经足够。然而，由于勇敢的士兵，也就是那些愿意在前方与敌人近距离搏杀的士兵，人数往往不多，因此有必要就事实情况组织部队的纵深。也就是，将勇敢的士兵布置到第一条阵线的中央，每小队七名骑兵加一名侍从。左侧的军阵，相比之下不会给士兵展现英勇的机会，每小队应为七人。右侧的军阵规模应当与左侧的军阵相当，每小队应为八人。余下的部队则由质量较差的兵员组织，每小队八人或十人。

如果您被迫把质量较差的兵员布置到第一排，每小队也要布置八人或十人。将其中质量较高的兵员排到前方，每列五人，余下的士兵则在后方跟随，就此布置成每列十人。如前文所述，这些部队也应当组织好，作为突击部队和伏击队。

因此无论部队有多羸弱，也尽可能不要组织超过八人的纵深，超过十人更是错误；而即使部队全是精锐，也不应该让纵深少于五人。前文的布置方法能保证军阵的纵深正确而合宜。军阵宽度，也就是第一排的人数，不应该因此大减。如果将全部部队都布置成每列十人，敌方的间谍就可以靠排头兵的人数轻易算出我军的数量。不能让敌军清楚我军的虚实。如前文所述，要保证合适的比例，从余下部队中组织第二条阵线。

我们要求您在组织基础小队时，保证老兵和新兵的比例合适。如果小队里只有老兵，作战时体力上难免不足；而只有新兵的小队由于缺乏经验，往往无法有效约束。

如此布置作战阵列。在第一排的队长以及队长身后的人，即第二排的人，还有队列最后的人，也就是队尾长，除了基本装备外还应保证装备有长枪。他们之间的士兵如果能够开弓，就不要持长枪，毕竟在骑马时，右手执盾牌就无法再拉开左手的弓。但士兵在训练投射时要把盾背到身后，这样更有帮助。

除以上布置外，我们还要命令您，尊敬的将军，在军阵中，特别是第一道阵线中布置好医护兵，也就是负责照料伤兵的人。每个旗队抽调八到十人担负这一任务。他们应当灵活、勇敢且不持武器。他们的任务就是跟在己方部队一百尺之后，救助在战斗中不幸受重伤的人，或者坠马无法战斗的人。这样，这些勇士就不会被跟进的第二道阵列践踏而死，或伤重不治。医护兵每救起一名士兵，就应该得到来自陛下府库的一枚诺米斯玛作为奖赏。

而后，当敌人被击溃，第二道阵线跟进时，这些医护兵也能够收集第一道阵线作战时遗留的战利品。在战斗结束后，他们应将战利品上交各自小队的十夫长，也就是队头。他们在上交时应当得到补偿。我们认为战胜敌人后，战利品理当归属队头，因为他们在作战时首当其冲，要承受的凶险比所有人都多。另外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他们不必为争抢敌军遗落的战利品而下马并打乱作战队形。

为了让医护兵带着伤兵或坠马士兵迅速上马撤离，医护兵必须把两个马鞍都挂到马鞍左侧，一前一后。这样当医护兵和伤兵上马时，医护兵踩前面的马镫，伤兵踩后面的马镫。医护兵也必须携带水袋，以免伤兵昏厥。（参见附录三，阵图1至4）

士兵们在作战时应把长枪上的三角旗解下。作战时三角旗毫无帮助，然而又是重要的部队标志。如果士兵想要投掷梭镖，三角旗会干扰他们的判断，无法准确击中敌人。而对使用弓箭的骑兵而言，前方的三角旗又会挡住视线。在发起冲击、队列转向或掉头时，三角旗会造成不小的妨碍，因此他们不应该在作战时使用。

然而，为了保证军阵远看时的威严，把三角旗留在枪上，直到敌人距离一里左右时再收起来放到盒中。

除了以上问题外，将军，我们命令您，在部队里面安排哨探，也就是说，在精锐部队的每个中队里安排一名侦察者，在其他部队安排更多侦察者，每个中队安排两人，整个分队保持八到十二人。这些人应当保持警惕、清醒和积极。在开战前、战斗中，直到战斗最后结束，他们应当坚守岗位，驻守在阵列间隙处，他们的任务就是侦察，保证部队不会遭到伏击或者遭受敌军其他的诡计。

应当有数量足够的测绘部队率先出发丈量营地和铺平道路，引导部队前往营地。这些问题就说到这里。

阁下有义务将前沿部队组织好，这样在他们集群行动时，各个军阵之间的距离不会太大，保证他们在行动时不至于拥挤，又不至于分离。

在敌军贴近前，侧翼护卫应当保持紧密阵形。当他们贴近后，他们应当从军阵左侧出发，向侧向推进大约一箭的距离，但不要再前进，特别是当敌军阵线更长时。以类似的方式部署包抄部队，让这些负责包抄敌军的部队集结到军阵的右侧。

将第二条战线的部队集结成军阵，各军阵距离其他军阵侧翼的距离大约一箭远，将他们部署到第一条战线的后方。当敌人距离依然较远时，视实际地形情况，他们应当在大约一里之外的位置跟从，尽可能避免被敌军发现。敌人发现不了他们，就不会及时改变战术和计划。当敌军贴近，足以看到第二条战线时，也来不及改变战术了。那时，第二条战线应当主动向前贴近，到距离第一条战线四箭远的地方，视前线战况行动。在作战时，第二条战线不能距离第一条战线太远，让第一条战线得不到支援；同样也不能距离太近，太近会与第一条战线混杂，特别是在尘土飞扬时。等到敌军击退第一条战线，开始追击时再迎战。

配置在第二条战线两侧的部队，应当拖后一箭之地以掩护后方，并以类似的距离随同行动。

各个分队都应当有自己的军旗。常备部队的旗帜应当轻小，步兵中队和骑兵中队的旗帜应当较大，图案也应明显不同。与之类似，分队指挥官的旗帜也应当和麾下统领的旗帜不同。副将的旗帜应和分队指挥官的旗帜不相同。最后，您的旗帜必须明显可辨，比其他旗帜都要显眼，所有人都清楚，只有这样，在逆境的情况下麾下的官兵才能轻易找到旗帜，从而集结重组。

当所有旗帜都在战线之前展开时，您必须委派十五名或者二十名最勇敢的士兵担任掌旗官，护住旗帜。

高级军官应当配置在更安全的位置，不能冲进战线的深处而战死。主将阵亡会极大动摇士气。如果下属军官阵亡，那么除了他所属的部队之外，其他部队未必会注意到。但如果高级军官阵亡，绝大多数乃至全部士兵都会注意到，全军都会因此动摇。

将军，正因如此，副将和分队指挥官应当和所部军旗站在同一排，在那里监管并维持军阵，直到敌军距离我方一两箭远。当战斗即将开始时，我方最勇敢的士兵将集结到掌旗官身边，移动到他们的前面进行庇护，并与敌人搏杀。

我们命令阁下，在即将冲击时，组织好我军的阵形，并应对敌方的行动。而后您应当把自己的中队集结好，并非上前搏杀，而是作为标志，位于第二条战线的中央，引导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行动。

我们并不建议在作战时吹响许多号角，这有害无益，会导致混乱和困惑，而且这也会导致指令无法有效传达。如果地面平坦，各条战线中央军阵一人吹响号角已经足够了。如果遇到地面不平或者大风的情况，或者因为水声让人们难以听清声音，那么每条战线的三个军阵都派一人吹响号角，便可以解决问题。军阵保持肃静，没有仆役和马匹的纷扰声，这样的军阵足以恫吓敌人，而指令也更容易传达。

基于这些原因，在战线开始前进，做好准备接战的工作后，任何不应该有的声音都不应该发出。而在部队走出工事或者营地向前开进时，必须要保持绝对的肃静，不能下达任何命令。这样能让士兵免于困扰，也不必过早暴露指挥官的旗帜。

我方的行进与队列变换以及敌人的情况，决定了冲击的方式与质量。在我方出战时，必须高声喊出基督教的常用战吼：胜利十字。但当双方即将接战时，高喊或喧嚷，特别是后排的人如此，会对我方更有利，这会让敌人紧张，同时鼓励我们的士兵。

所谓的领号者，在作战时的作用相当重要。他们负责催促部队前进，勉励他们，用歌声鼓舞士气，让士兵们坚持作战。可能的话，军官可以自己负起这一责任来，或者选择口才好又擅长鼓舞的人担负这一职务。以同甘共苦的战友身份来勉励，会让听众更乐于听从。

领号者应当用勉励的语句激励部队前进作战。他们首先要让他们回想对上帝的忠实信仰以及皇帝的恩惠，还有此前的胜利。战斗将由上帝和上帝对士兵乃至整个国家的仁慈来决定。此外，士兵们也要为战友、教友、妻儿老小与祖国而战。我们永远会铭记那些为了战友的自由而英勇杀敌的人。我们相信掌握战局胜负的上帝会支持我们，敌人则截然相反，因为他们不敬上帝。如果领号者想到了这些语句，就要高声喊出，勉励士兵们。在合适的时机说出这样的话语足以提振士气，胜过大笔金钱。

还要提及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由于敌人通常可以通过估计旗帜的数量来估计我方军队的规模，因此我们认定每支部队有必要准备两面十分相近的旗帜。真正的战旗上写上旗队长的名字，而另一面则写百夫长的名字。两面旗帜都应当高高举起，直到真正作战那天。战时，只有真正的旗帜才有必要打出。大量的旗帜会让人陷入混乱，甚至所属部队的士兵也无法辨识。这样的话，可以让部队通过打出更多的旗帜来假装人数众多，而在作战时只使用真正的旗帜，保证士兵能够轻易辨认。

在开战几天前，特别是预先训练军令和预定的机动动作时，各分队的军官应当集结在一起，参考下文的记述，用合适的话语劝导下属。古往今来，将军们规范部队训练，熟练安排战线以及使用直线、弧线或者其他方式行进的机动动作，绝非徒劳无用。野兽，比如鹿、兔或者其他小野兽，在被猎人追逐时绝不会愚蠢地一路前进，而是会回头看追击者的体力与速度，而后计划他们的行动。那么，智慧的人类在拼死决战时，自然同样要计划好他们的进退行动。他们不一定应当如同流水一样放任自流。若是敌人和我军都没有向前行动多远，不要贸然冲击，自乱阵脚，而是要保持稳重，竭尽所能击败敌人。仅仅短距离追击敌人后，就任他们后退，并不意味着决定性的胜利。稍微后退之后对敌人发动突击，也不等于失败。是胜是败，关键在于战斗的结果，我们追求的是最终的胜利。分队指挥官有责任约束麾下的部队，让每一个士兵遵守命令。

在各分队指挥官完成任务，进行训练并下达命令后，将军，您本人要集结起一条或最多两条战线，以类似的方式，用语言以及行动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并习惯格斗。

指挥第一线，即所谓先锋队的军官，必须注意中央军阵的行动，通常副将或者所谓的军阵官就配置在这里。他们应当与中央军阵并列行动，并同时发起冲击。如果敌人被冲击击退，那么突击部队就可以跟随追击，一路抵达敌人的营帐，防卫部队则保持阵形紧密跟随。在敌军调头反击时，若是突击部队无法在格斗中取胜，他们就可以借防卫部队获得庇护，并重整队列。如果战时某一个或者说所有军阵被击退，突击部队就应当后退一两箭的距离，仿佛向第二条战线撤退一样，而后突然调头迎敌。过程中要发出合适的号令或指令。

如果他们成功击退敌人，就应当进行追击，而后撤回并再度调头冲击。如果一两次冲击之后，他们仍无法击退敌人，第二条战线应当前进，而第一条战线则穿越军阵之间的间隙往后退，寻求庇护，在第二条战线与第三条战线之间进行重组，并和第二条战线集结成临时阵形——全军紧密结成一线——共同进攻敌人。如果敌人战败，就紧密追击。

您应当给侧卫部队下达如此命令。如果对面的侧翼延展更长，就应当竭尽所能向侧翼，也就是盾牌的方向延展我方的队列，与对方队列同长，以免敌人包抄我方军阵。但如果对面的军阵更短，就尽可能结成半月形，也就是半环形行进，在军阵与敌人交锋之前，先行包抄敌人。也就是说，要在开战的信号发出前完成机动。如果敌方战线与我方等长，他们就应当作为防卫部队留在军阵中，共同冲击。

您应当给包抄部队下达如此命令：在敌人距离我方军阵两三箭地之前，他们要紧密追随右翼，但要安排好掩护。一个中队应当把十夫长和五夫长派到前列，若是士兵质量足够高，五人的深度就足够。其他中队也应当集结临时阵形保持随同，即全军紧密集结。

旗帜，也就是队伍的引导，不应当直接竖起，而是应当稍微放低，在合适的时机再展示。否则敌人或许会预先认出旗帜，并就此采取对应的行动。

如果对方的侧翼延展更长，首先要向右翼，也就是枪的方向延展，而右翼的军阵稍微减缓速度，延展大概半箭地，以便包抄对方。当他们向侧翼发动包抄时，下令“出击”，隐匿的统领队就会从后方全速冲出。

如果这些敌人调头撤退，我们不应当追击，而是应当立即和其他中队结成一线，攻击余下敌人的侧后。如果对方战线更短，就立即派出部队结成半月阵发动包抄。如果双方战线长度相当，就稍微延展队列来包抄敌人，而后按照计划发起冲击。因此如果我方延展阵线时，敌方也企图延展阵线，您就应当立即趁敌方变换队列时发起冲击。在他们的侧翼部队被我方击退后，他们必须要向这一侧增兵，那时他们的紧密队形也就会松动瓦解了。

包抄部队，也就是右翼的先锋队，应当做好包抄机动的训练，这样不会在行动时落后或者突前。不止如此，军阵的指挥官，无论是分队指挥官还是其他等级的军官，都应当让整个军阵行动起来，保证在包抄部队发起攻击，敌人陷入混乱时一同攻击。

军官应当尽可能率部包抄对方的军阵，如果做不到，也至少要让己方军阵与敌人同长。如果对方的战线更长，他就应该让包抄部队做好他们的任务。

注意，包抄部队是侧翼作战的关键，因为他们可以安然进攻，即使在开阔地也是如此。

以类似的方式向第二条战线下令。他们要跟随第二条战线的中军阵行动，那里正是阁下平常应当所处之地。在接战时，他们应当距离第一条战线三四箭地远，这样如果敌人后退，他们可以及时跟随支援，保持防卫部队的阵形。如果第一条战线的部队后退，第二条战线的部队就可以支援前方战事不利的部队，免于他们陷入溃逃。第二条战线的部队以及第一条战线撤退而来的士兵，应当保持有序前进，不要解散队列，直到确定了战斗的最后结果才返回军营。他们必须保持阵形，不要因为追击敌人而解散。

如果第一条战线的战斗不利，双方已经开始追击与反追击，那么有必要观察局势变化。派两三个人高呼鼓励我们的战士并惊扰敌人。注意不要仓促投入战斗，或者距离第一条战线太近，否则可能会造成混乱，在关键时刻愚蠢地战败。但如果第二条战线也后退，他们就应当退到后卫部队那里重整。

如果您得知敌人从后方发动偷袭或奔袭，应当如此准备。如果后方的部队只是少量的分遣队，那么您的第三条战线足以解决他们，由他们解决即可。但如果他们无法解决，就让第二条战线大部分人停驻，让部队做调头动作。各部队负责的指挥官和旗手转向后方，将战线变成双枪阵，这样就可以迅速发起攻击。敌人被击退后，一两个旗队组成的后卫部队应当展开，攻击他们。

如果敌人进攻的部队规模大，那么就应当下令“调转位置”。各个中队的十夫长行动到后方，将后队变为前队。（参见附录三，阵图3）

您应当在战前下达这些命令，这样士兵才能清楚自己的责任。没有经历过这些动作的人很难理解这些命令，除非指挥官时常而且清楚地下达命令。

此外，如果您在开战很久之前就说明了这些指令，您说过的话会被遗忘，因此，在开战不久前，您必须要求他们回忆起这些指令。向全军下令，任何人都不得退到第二条队列之后，即使第一条战线陷入溃败，否则他们就是自寻死路，或者被敌人杀死，或者因为违犯军法被我方处死。仅允许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现例外。

由于我们必须要对敌人的战线发动突袭，您应当给负责突袭或者准备隐匿的部队下令，在执行这些任务之前，首要任务是预先派出巡逻队，以免他们意外遭遇敌人，反倒被敌方的侧后部队袭击。

敌人时常也会结成两条战线，若是没有做好谨慎安排，我们对他们第一条阵线的伏击往往会适得其反，被第二条战线的敌人袭击。因此，如果敌人也把部队配置成两条战线，就不要进攻他们第一条战线的后方，而是进攻侧翼，无论是一侧还是两侧。

您必须估计好攻击的时间，这样突袭部队不会超过我方军阵太远，也不会投入太晚。当两军大约相距两三箭远时，突袭部队投入战斗最为有利。这一切都不是从训练中得知的，而是从实战中积累得来。

阁下不但要把我们已经给您下达的指令向全军传达，并做好训练，您也应当把命令交给各个分队长，甚至写下来给他们，这样他们会清楚自己军阵的情况。各个分队长应当把麾下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作为突击部队，将所谓的破阵队配置到军阵应当的位置，另外的三分之二则布置在中部作为防卫部队，即所谓的复仇者。

骑枪上的三角旗：真正作战时骑枪上不应当配上三角旗，而是应当在敌人一里左右时解下放到盒中。在此之前他们应当把旗挂在枪上。

旗帜的差异：各战队长，即各旗队长的旗帜应当较小，统领的旗帜应当更大且有不同的纹理，而分队的旗帜则应当最为显眼，如前文所述。

开战时：在喊出“胜利十字”后，他们应当高喊或喧嚷，特别是后排的人，鼓励我们前方的士兵。开战时不应当吹响多支号角，随同分队指挥官的一名号手吹响号角就够了。

军官在战线中的位置：分队指挥官应当配置在他所部中军阵的中央，也就是配置在防卫部队中，而统领队则配置到两侧各军阵的中央，位于突击部队的各旗队中。

战前侦察战场：在战线集结起来后，信使要负责侦察战场，也就是我方战线与地方战线之间的区域，确定这里是否有池塘、沟壑、泥沼——所谓的“阻碍”（palmata），或者敌人准备的陷阱。如果发现陷阱与阻碍，战线应当停止前进，迫使敌人绕过这些障碍，而后我们的部队就可以在畅通无阻的战场上迎敌。

分队指挥官的旗帜：分队指挥官的旗帜，如前文所述，应当和他麾下部队的其他旗帜不同，以便麾下所有掌旗官可以辨认。

旗帜的信号与行动：指挥官的旗帜也要通过一些不同而显眼的方式保证易于分辨，或者是立定不动，或者是高举，或者是低举，或者向左右偏放，又或者在高处不断前后摇晃，或者在竖起之后左右摇晃。这样，即使陷入混乱，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

旗帜与分队指挥官的区分：各个分队指挥官的旗帜不应当使用完全一致的信号，而是让各个分队的旗帜使用不同的信号。分队指挥官有责任让麾下士兵们熟悉信号，并通过预先训练来了解。这样的话，他们不但能够分辨出自己军阵的旗帜，而且在可能出现的混战中，他们也可以借旗帜找到自己所属的部队。

指挥官附属的部队要维持在旗帜附近：各种行动中，如果士兵因故和所属部队的旗帜分离，他必须竭尽所能与之会合，让军阵免于混乱，这或许足以拯救全军。

让异族远离战线：如果部队中有和敌方属同一民族的异族部队，那么必须要在开战前，使用某种合理的借口把他们调离战线，转往别处。

统领和旗队长催促部队进军：您要命令分队指挥官履行这些职责，同样，各个统领和旗队长也应当如此，竭尽所能保证部队达成任务。

让部队每天清晨与傍晚唱诵三圣颂：当各中队或旗队驻扎在军营或其他地点时，在破晓时分进行其他任务前，在傍晚结束晚饭并解散休息前，都要唱诵三圣颂，并履行其他惯常的礼仪。

组织小队：组织小队时您也要保证和组织旗队时一样，尽可能把年长者与年轻者混编，如前文所述。

小队的装备：每列的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以及最后的人都应当使用长枪，第三个和第四个人使用弓箭，中间的部队按照需要进行装备。

三角旗在作战时不利：如前文所述，长枪上的三角旗不应当在战时留在长枪上，因为他们会挡住后面使用长枪的战友，而且还会干扰弓箭手射箭。

所谓的医护队：如前文所述，医护队是我们委派负责解救并照顾伤兵的人。您应当从每个战队中选择六到八名较不适宜作战的人，让他们专门负责照料伤员。

战时配置斥候和掌旗官：派两名干练、机警而勇敢的人作为斥候，也就是间谍或哨兵，另外派两名信使。再从行伍中选择两人担任战时的掌旗官。

所谓的“领号者”：务必要选择两名出色而受过教育的士兵担任所谓的“领号者”，他们要在军阵中迅速行动，鼓励军阵中的部队，并使用我们前文提及的话语激励他们。

两支旗帜与一支旗帜：规模较大的战队应当准备两面旗帜，一面由战队的指挥官携带，另一面由首席百夫长携带。然而战时不要使用两面旗帜，仅仅使用战队队长的旗帜。

战时士兵携带的食物：在作战当天，所有士兵要在鞍袋中携带一个水袋、一块硬面饼和两份大麦饭。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让自己或者战友们免于饥渴之苦。

在战斗结束前不得掠夺战死者：他们应当清楚在战斗结束前，部分部队仍在作战时，所有的士兵都不得进行掠夺。要时常向部下强调这一命令。

配置辎重车辆的位置：在行进时，士兵们不得和辎重车辆混杂到一起，特别是敌人即将到来时。各旗队的部队先行，辎重车辆随后，或者在必要时，按前文讨论辎重车辆的部分进行布置。我们前文所述的手段，您要保证各个旗队长、统领和分队指挥官也清楚，并忠实执行。

必须利用时机击败敌人：将军，我们命令您，抓住合适的时机对抗敌人，您首先要防备敌人突袭造成的损害，而后以突袭来损害敌人。

不要在混乱中追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您必须要防备对手布置伏击，向战场的四个方向频繁派出巡逻队，避免在混乱与脱节的情况下追击。

将军不应当参与格斗，应交给下属军官负责，我们不允许您亲自进行追击或者格斗。这些任务应当交给合适的军官负责，因为下属军官若是没能成功，我们至少还有迅速扭转局势的可能。但如果最高指挥官本人败亡，他的部下将彻底陷入混乱。

最优秀也最明智的将军，在战争前会审慎研究他的敌人，对敌人实力更强的部分保持警戒，从敌人实力更弱的部分寻求胜利。总而言之，如果敌人的骑兵比我们多，您就应该破坏牧场，让他们的马匹没有草料。如果敌人士兵的数量比您多，就要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焚烧他们的粮草。如果对方的士兵来自不同的部族，就用贿赂和封官分化、拉拢他们。如果您得知敌军内部存在纠纷，就解决他们的领袖。如果敌人善用长枪，就和他们在崎岖地形开战，和他们近战肉搏。如果他们行军或扎营时缺乏防备，就在夜间或白昼设下埋伏突袭。如果他们在作战时鲁莽不守纪律，也不习惯在逆境作战，就假装要发动进攻，把他们诱骗出来后拖延时间，等到他们三鼓而竭、犹疑不定时再发动进攻。如果敌人的部队以步兵为主，就把他们引到平地上，在安全的距离外投掷标枪。

战争就像打猎一样，要搜寻、等待、包抄，要用其他的欺骗手段才能捕获猎物，单靠蛮力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在作战时也应当如此，不论敌人是多是少。

试图在开阔地通过面对面搏杀来压倒敌人，即使您的胜算更大，也充满了危险，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用这种损失极大，仅仅带来虚无荣耀的方式取胜，是愚不可及的。

将军，这些就是我们给您下达的命令，您应当在开战之前依照这些命令做好准备。



第十三章

开战前一天

[image: Figure-0091-0021]


◎　尼基弗鲁斯二世围攻尚达克斯堡垒，出自斯基里泽斯编年史的细密画

开战一两天之前，分队指挥官应当保证军旗得到神父的赐福，而后交给各个部队的掌旗官。

各部队的指挥官应当集结整队，保证部队满员。

您要尽可能安排斥候和细作，获取敌军动向、规模和部署的确切信息。若如此，您将得以从容调整，有备无患。

若是您没有其他事务，您应当把部队按照中队和分队集结起来，但不得集结在同一处。您应当亲自向他们演讲或者委派各部队指挥官进行演讲，追溯旧日的胜利以及此前他们的胜利，鼓励部下，向他们许诺，陛下会因他们忠诚于国家，而赏赐丰厚的钱财与荣誉。更要提醒他们，遵守您本人以及各部队军官向他们下达的军令和其他命令。

如果有敌人士兵被俘虏或逃来，他们精神饱满、装备良好，就不要向他们显露自己的部队，把他们悄然带到其他地方；但如果他们羸弱不堪，就一定要让全军来观看敌军的逃兵，脱掉他们的衣服示众，逼他们恳求士兵们饶命，让士兵们相信敌军境况如此之恶劣。

当敌人抵达，决战即将开始时，您应当命令各部军官暂不要处罚不守军法的士兵，也不要对士兵苛刻，而是应当向心怀不满的士兵施恩。但如果这些人冥顽不灵，就找个借口把他们暂时调走，直到战斗结束，否则他们可能叛变投敌，向他们提供重要的我军情报。同敌人同族的士兵，如前文所述，也应当预先调走，您不能让他们和自己的同族作战。

当您准备开战时，将军，您必须记住形势随时可能逆转，因而要未雨绸缪。特别是如我们反复提及的那样，为士兵和马匹搜集可供几天食用的粮秣。在合适的地点建造坚固的营盘，最重要的是，在紧急状况下依然能保证水的供应。

不要忽视给部下准备食物的工作。如果您在谋划后决定进行决战，一定要保证士兵们在最合适的时间用餐。如果没有决战的打算，那么正餐应该尽可能提前，保证突然遭遇敌人时，士兵们的身体状况良好，不至于在一整天的作战后累垮。

将军，您时时刻刻都不能忽视思考谋划，无论是在其他时候，还是决战前。特别是在决战前，把麾下的分队指挥官们召集起来商议，让其他在您看来头脑灵活的人一同参会，寻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借此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战将要进行的地点进行确实的侦察。

提前向军官们下令，在开战前一夜，军号吹响时，放出马匹饮水。如果忽视了这一工作，马匹或许会在结成战线时因干渴而无力。

如前文所述，提前令所有士兵在列阵前在鞍袋中携带两块面包或者熟大麦、硬面饼、熟肉。他们也应当带一个小水袋，但其中只能装水，不能装酒。在境况有利或者不利时，这些饮食都能用得上。战败的敌军往往全速逃往据点，我们的士兵在追击时可能要花一整夜，甚至在次日白天乃至夜间持续作战。因此他们必须携带饮食，以免因饥渴而中止行动。

如果我们在和强大的国家开战时，士兵们因为不清楚敌人的虚实而紧张，就不要试图立即展开决战。首先，在开战前一天，谨慎安排一些擅长伏击的干练士兵，秘密轻装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如果他们在野外杀死或俘虏了一些敌人，我们绝大部分的士兵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强大的证明，士气将重振，紧张情绪将被克服，士兵会越来越勇敢。

如果敌人发动突袭，地利不在我方，例如地形崎岖或者林木密布；或者天时不在我方，例如刚刚下过暴雨或者暑热难当，总之只要境况对战斗不利，就不要在此时此地展开决战，您应当集结起部队，占据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找到天时地利在我方的机会。不要勉强开战，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您畏敌逃跑，只是免于在不利的境况下战斗。

如果上帝赐予我们胜利，敌人溃败，您要命令士兵不得掠夺地方死者的财物。在战斗结束前掠夺死者，袭击他们的辎重或营地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可能导致灾难。您必须预先严令士兵不得如此，任何人也不得例外。占上风的部队时常会因为肆意掠夺而失败，而且四散分开的他们遭受突袭时，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可能被彻底歼灭。

下面所说的内容前文已经提及。如果部队屯驻在工事中等待敌军，您必须预先准备供马匹食用两天的干草或草料，在敌军正在前来，决战即将开始时更应如此。不仅如此，如果部队准备转移营地，在另一个地点展开军阵，那么也有必要带走供马匹食用一天的干草或草料，储存到新的营地。敌人不可能任我方的仆役们在开战前外出打草或者放马。

但如果敌人贴近，一个不错的办法就是让士兵们各自在行军时顺便准备草料，我们前文也提到这一点。他们在建立营地后，仆役们往往无法出发搜集粮秣，特别是敌军的骑兵比我军规模大时。

在开战前，我们要求您进行以上的一系列安排，保证您麾下的官兵清楚这一系列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尽可能讲述在开战的那一天，您和部下应当怎么做，并应在哪些问题上保持警惕。



第十四章

开战当天

[image: Figure-0094-0022]


◎　巴西尔一世与利奥六世，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父子二人的关系远没有画中这么和谐，而利奥六世也没有和父亲一样亲自出征。即使如此，利奥六世依然成功延续了王朝，而他在内政与军务上的远见，也让这位“马其顿人”创立的王朝得以繁盛

现在，将军，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要求您保证在开战当天，您的军队得到了赎罪。开战前夜，神父们要进行虔诚的代祷。所有人都应当得到祝福，通过话语和举动，他们会坚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支持，他们将会昂扬热忱地投入作战。

在作战当天，您不应当进行太多工作，您可能因此耗竭体力或者遗漏关键问题。您不能因紧张而显得低落，而是应当轻松自信地骑马在战线前方行进，用话语鼓励所有人。

不要亲自和敌人格斗，这是士兵的任务，不是将军的任务。但您应当完成所有必要的安排，而后留在合适的位置，在那里观看部队奋战。您应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援，安排预备队的投入，也就是侧翼护卫和后卫部队，前去支援陷入苦战的部队。

当您在军阵中，而对方有大批弓箭手时，不要停在崎岖地形，而且绝对要避开山地的缓坡，也就是山地刚开始上升的区域。不要在这里战斗。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部队集结在高处，或者直接从山上下来，在开阔的平地上开战。否则您的军阵有可能会被借高地掩护机动的敌军突袭。

不要冲进敌军的军阵，也不要在您的侦察兵观察敌方部署，为所有的圈套或伏击做好准备前，就把军阵暴露给敌军。

如果开战的地点开阔平坦，您的第二条战线很难掩藏的话，为了保证敌人无法弄清您的部署，就让您的第二条战线紧密跟随前沿部队，让敌人误以为这是一条战线。在距离敌方军阵约一里的距离时，第二条战线再稍微减速，和第一条战线按照前文所述的距离分开，而后回归第二条战线原本应有的队形。这将会让敌人无法及早清楚我军的部署情况。

当您发现敌军后退与逃跑时，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要仓促发动追击，因为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圈套。您应当结成稳固的军阵追击，直到确信胜利后再全速追击。

如果您得知敌军攻击了第一条战线，而您又无法派出侧翼护卫或者突袭部队前往协助，那么就派第二条战线侧翼的一些旗队前去助战。如果他们从一侧发动进攻，那么就从这个方向提供支援，如果从两侧进攻，就派两翼去支援。同样，如果他们进攻第二条战线的后方，而您的后卫部队又无力独力将其击退，就用类似的行动解决他们。余下的部队可以继续保持集中，支援第一条战线。

如果敌人的军队规模庞大，人马众多，远看上去难以抵御，就不要在敌军距离尚远时过早登上高地。看到如此大军，我方的士兵士气很容易受损。这种情况下，您应当把他们集结在低处，既让他们看不到敌人，也让敌人看不到我方。当敌人的距离只剩一里乃至半里时，再让部队登上高地，这样的话，战斗将会在您的部下士气受损之前展开。但如果没有类似的地形，士兵们难免要在看到远方的敌人时，就放出风声说敌人将大批马匹或者驮畜带在军阵中，以故弄玄虚。

如果您做得到，尽可能在敌人集结起军阵前，尚在忙乱时发动进攻，这样可以痛击敌人。

在部队列阵前，记住要把一两个旗队布置到军阵前方一两里处，这样敌人将无法安然观察我方的军阵，并借此安排机动。

如果敌人没有步兵，就把马夫、仆役留在后方，让他们在营地的工事中，手持他们能够使用的武器、弓箭、标枪或者投石索，守卫营地内侧的壕沟。应当留一个旗队在营地中，奉命巡逻并守卫营地的大门，并委派一位合格的军官守卫营地。

如果可能，不要把辎重车辆带到战场上，因为战场上的敌人可以轻易将其毁坏。如果敌人在您行军时发动突袭，没有时间构筑营地保护辎重车辆，就把辎重车辆转移到军阵后方，转移到第二条战线的两侧，并委派适宜的两个旗队去看守。

如果您无法按照建议预先收集草料，那么就在开战当天，在重盾步兵列阵时，派仆役们到军阵的后方割草。他们应当得到一些留在后方的侦察兵的保护。在战斗期间，他们应当能收集足够的草料。预先告知那些收集草料的仆役们信号，比如在显眼的位置高举旗帜，这意味着敌人抵进。还应当及时发出撤退信号，让他们尽快撤离到营地寻求庇护，以免在营地外遭到屠戮。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因为战斗的结果无法预知。如果情况不利，士兵们和他们的马匹就能够获得补给品，可以迅速整备再战，取得胜利。如果做不到，他们也可以立即有序地撤退，马匹依然能保持良好体能，而敌人和他们的马匹将愈发虚弱。如果无法获取补给品，战败后没有人敢外出搜集粮秣，马匹将会无力，士兵们的士气也将彻底瓦解。失去必需品又心怀恐惧，他们将再无心逆转态势。您要保证给马匹保留可食用一到两天的草料，可能的话还可以多收集一些，特别是当营地周围草料肥美时。

如果第一天的战斗受挫——愿这永不再发生，在我们看来，让在战场上受挫的部队继续战斗，甚至是在几天内接战，是完全不利且无用的。因此，将军，我们不建议您进行这种尝试，这样的任务对任何人而言都堪称艰难。没有人能立即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种品质在罗马人中相当稀少。即使将军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希望在新的战斗中弥补，绝大部分士兵也无法理解他为何选择立即再战。他们会认为这一切是上帝的旨意，会彻底失去信心。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情况特殊，您绝不能在公开战败后的几天内再进行阵地决战。您应当以计谋和欺诈来代替，使用谨慎计划好的突袭以及所谓的战斗撤退，直到部队终于放下了挫败，重新鼓起信心再度开战。具体的理由不难列举，但在此处列举并不合适。

如果部下放下了挫败，在您的成功鼓励下重新出阵，您必须把受损的先锋部队配置到第二条战线，把原本第二条战线的部队调到第一条战线，但第一条战线的其他部队保持在原位，毕竟第二条战线部队较少，单独使用过于羸弱。

在战斗遭遇挫败时，绝不可以犹疑拖延，除非盟军或者其他支援能够到来，又或者敌方决定停战和谈。这些谈判不能立即公开，而是要秘密研究，如果协议能立即生效，就不得再拖延，而是要坚定确认，并用人质或者誓言来确保协议。但如果我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或者是用来拖延时间或放松对方警惕，您就必须放出流言，声称条件比实际的条件让步更多，这样在对方拒绝提议后，部队就会因为愤怒而重拾信心，决心与敌人拼杀到底，并追随指挥官的领导。拖延越久，战斗不利的一方士气就越差，有利的一方则会愈发自信。

因此，在人们彻底失去信心之前，将军，您必须让各部队的军官，包括十夫长和五夫长，发言勉励部下，指出此时沮丧消沉毫无用处，而是应当集结起来英勇奋战，反败为胜。您也应当对他们做类似的演讲。

如果有可能在开阔地反败为胜，就按照前文所说的方法布阵，但如果无法如此，就应尽可能在面对危险时虚张声势。

如果取胜的敌人以步兵为主，不要停留在原地，尽快骑马进行有序撤退，或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拔寨撤退。但如果敌人以骑兵为主，那么您必须要扔掉多余的物品，抛弃笨重的装备和马匹，仅仅留下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余下的人马步行结成双枪阵或者结成四面的方阵，将马匹和辎重放到中心，士兵们如前文所述在外侧列队，弓箭手在最外侧。以这样的队形，部队可以安然转移阵地。

同样，如果战斗的态势对我方有利，我方在上帝的指引下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仅仅因击退了敌人而满足，缺乏经验的指挥官不懂得抓住战机，恰恰相反，他们乐于宣称：“穷寇莫追。”他们的让步会让自己陷于危险中，让战争的最终结果增加变数。您必须持续追击敌人，直到敌人彻底崩溃。

如果他们在营地的工事后方寻求庇护，应当继续施压，或者阻止他们搜寻粮秣补给人员和马匹，直到他们被彻底消灭，或者达成对我方有利的协议。不要在将他们稍微击退之后就放手。在经过如此多的奋战，经历如此多的风险后，绝不能因为缺乏坚持而失去战机，就像在打猎时那样，差一点得手就是没能得手。

时刻约束士兵保持良好的秩序，特别是在胜利后。他们要在追击中维持军阵，将军要运用他的知识和理智来进行决断。力量本身不足以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损害，在上帝的支援外，最重要的就是将军的指挥能力。

因此，将军您必须要利用天时与地利。如果您决定进行决战，您就必须要检查开阔平坦的地形，以便枪骑兵驰骋。您必须在集结战线两三天之前便开始在军阵左侧、右侧和后方进行持续侦察，直到战斗结束，还要检查清楚前方的情况，以免前方有天然或人工开掘的水坑以及其他类似的陷阱。

在开战当天，如前文所述，平常两倍数量的巡逻队要在一大清早出发，到战场四个方向两三里之外进行巡逻。命令他们不但要侦察敌人的动向，如果发现意图投敌者，还要将他们逮捕。他们在远处可以轻易截住我方的逃兵。同样，如果敌人有逃兵前来，而且还带来了自己的财产，巡逻队要掩护他们来到安全之处，以免被恶人劫掠。保证那些带着财产前来投奔的人的安全，既是出于公正，也是必要之举。

在我方战线前方巡逻的巡逻队应当到距离敌人有一箭之地的地方，侦察敌人是否秘密挖掘壕沟或设下其他的圈套，如前文所述。这会保证我方部队免于遭受意外损失。

若是天时地利不在我方，我方处于不利的境况下，如前文所述，不要只派出一队巡逻队，而是要派出两队，这样的话，若是一队没能完成任务，另一队依然能够侦察敌人。

此外，如果我方军阵已经展开，而且地形适宜，不要等待敌军前来，任敌人变换队形，应当以稳固的阵形向前主动进攻。

若是战斗因故拖延，那么将第二条战线隐藏到森林或者后方的低洼地便至关重要。如果敌人过早发现第二条战线，他们将会得以布置埋伏或用其他的手段反制。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巡逻的问题，您必须保证巡逻队的精严，将侦察兵分派好，让一部分人去睡觉，让余下的人出发巡逻，而后再换岗。不要以为有人能整夜保持清醒与警惕，即使他们许诺如此，毕竟谁也无法预测睡意何时来袭。当其他人巡逻时，要确保您的哨兵们站直，椅子或者倚靠会让人愈发易困，而站立则能够保证头脑清醒。

战斗后，将军，您必须要保证那些作战中受伤的士兵得到良好照顾，并礼葬那些阵亡的士兵们。您要时常宣称他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因为他们把信仰和战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这是虔诚之举，也能提振生者的士气。

如果英勇战死的士兵留下了孤儿寡母，您应当给他们适当的抚恤。

我们都清楚，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其他的民族，都认为远看上去盔明甲亮的堂堂之阵往往无法战胜有所隐藏的军阵。尽管这一观点很常见，却是明显错误的。在上帝的裁决之外，战争胜负将由将军的领导能力和部队的士气决定。即使如此，若是有人想要如此安排，您也应当从善如流，如果周边有林地或低洼地，部队应当在其中隐匿，不要让敌人一眼发现，直到敌军距离一两里时再出现，这会让敌军无法采取反制措施。

如果战场开阔，天气晴朗，就应当要求士兵不要在开战前的长时间等待中带上头盔，而是将头盔拿在手中，直到敌人贴近后再戴好。如果他们盾牌较小，就让他们把盾牌举到胸口，遮挡照射链甲的阳光，而链甲头罩也应当脱下搭到肩上。如果有明亮的铁盾，应当将他们隐藏起来，枪尖也是如此。采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武器在远方看去毫无闪光。敌军也会使用这样的手段，我们可以借此让他们失望，甚至在开战前就让其士气低落。

将军，我们命令您在作战时采用前文所述的欺敌手段，我们此前已有叙述。若是出色的谋划得到了有效执行，将对战局十分有利。他们有一系列以少胜多的手段，在敌人将整条战线投入战斗前先大量杀伤他们。

一些指挥官会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比如密林、洼地、陡坡、峡谷或者延伸到战场的山地。他们时常利用这些地形隐藏部队，以免敌人在远处就发现己方军阵，谋划应对的手段。这样，在开战前，这些伏兵可以突然从敌军的后方杀出，让敌军陷入混乱并最终溃败。

在地形不利时，指挥官们不会把伏兵贴近敌军军阵布置，而是配置到自己的侧翼或者是位于两军军阵的侧向，或者是配置在己方侧翼的后方。他们将大部分的部队隐匿起来，只展开少量部队。

还有一些指挥官将一个军阵专门用于欺敌，其规模相对较小。当双方开始决战时，那些欺敌部队会迅速后撤，而敌军则会在一片混乱中发动追击。他们会穿过伏击地点，设置好的伏击部队就会攻击追击者的后方。而后，听到预先设置的信号后，那些诈败者就调转方向夹击敌军。军纪涣散的北方部族和斯基泰人时常中计，托尔克斯人和类似的部族也同样如此。

指挥官可能会挖掘八尺到十尺宽的壕沟，沿着军阵延展开来，在上面覆盖树枝和干草浮土，仿佛是不曾挖掘过的平地一般，他随后应当把挖出的土堆在周围，以免看上去奇怪。在壕沟的中央，他应当预留一些坚实的区域做好标记，让自己的部下清楚情况。在壕沟的两侧，他应当在隐蔽位置配置伏兵，而余下的部队则应当布置在壕沟前方。当双方开战后，前方的部队诈败，从他们预知的坚实区域退过壕沟。敌人或许会鲁莽肆意地发动追击而掉进壕沟。而后伏击的士兵就突然冲出，诈败的部队也调头迎战。绝大多数的敌军都会被杀，或者因落入壕沟或突然的灾难而溃败。当然，如果敌人预先侦察得知了消息或者叛徒泄露了军情，这个策略就没有用了。

另外一个类似的手段，是在地面上配置尖桩。安排两三个安全的出入口，并告知军阵中的士兵。而后把部队在尖桩前方集结起来。在作战时，士兵同样诈败，诱敌人撞向尖桩，两侧的伏击部队将和调头返回的诈败部队全力冲击，击垮敌人。

若没有挖掘壕沟和布置尖桩，也可以布置类似的陷阱，派人及时并秘密地把铁蒺藜散布开，这些铁蒺藜应当用绳子拴好，以便在战后回收。铁蒺藜应当布置到军阵后方大概一百尺宽的区域，中央大概三百尺宽的区域要预留四五条安全通道，并告知作战部队，布置明显的记号，比如大树枝、怪枪头、土堆、石堆之类。这些记号不但要布置到安全通道的入口，也要布置到通道的两侧。在作战时，诈败部队穿过他们预知的通道后，除掉这些记号或者委派一些骑兵调换记号的位置。当敌军因为踩上铁蒺藜而进退两难时，两翼的伏兵就一齐杀出。

甚至在没有蒺藜的情况下也可以布置类似的陷阱。可以在各处挖掘陷坑，即古人所谓的“陷马坑”。这些陷坑直径应当为一尺、深两三尺，下面布置尖桩。将这些陷坑交错布置，距离大概三尺，不要布置在一条线上，陷坑区域延展一百五十尺宽，与军阵同长。在完成后，第一条阵线应当在陷坑一里前列好，第二条阵线则布置在陷坑后方两三箭地，军阵正对着无陷坑的通道。这样在紧急情况下，若是第一条战线的部队被击退，他们可以安然通过，如果需要攻击敌人，第二条战线的部队可以安然通过安全通道发动攻击。

若是在这些陷坑后面布置阵线，阵线应当布置在距离陷阱三箭地的位置。当敌人前进并踏入陷坑后，他们就对马匹落入陷坑的敌人发动进攻，将其歼灭。同时，若是我方的阵线在陷阱后方配置，安全通道则不应当太宽，以免大批敌军借机避开陷阱继续作战。

您必须要秘密布置这些工事，委派一些可信的人在作战当天或者作战的前夜，在预定战场上进行布置，而后在合适的时机告知您的部下，特别是掌旗官，这些陷阱的位置，让他们保持警惕，余下的士兵们可以紧密追随掌旗官行动，通过安全通道。

所有士兵都必须遵命随同自己所部的旗帜行动，特别是在撤退时，不至于因乱跑而落入己方的陷阱。

此处讨论的所有策略中，布置铁蒺藜是最容易完成，也最容易保密，而且可以布置到所有地形上。

如果您认为主动进攻敌军军阵的时机合适，就按照前文所说的办法，派一两个旗队或者更多的部队——视部队总数决定，由机智勇敢的士兵组成，派胆大的军官指挥。在地形有利时，您应当派他们从敌军军阵的左侧和右侧发动偷袭。

如果敌人发动进攻，这些部队要负责打乱敌人的计划，不让他们得以抵近并袭扰我方的战线。如果敌人没有试图发动这类进攻，那么这些部队应当攻击距离最近的敌人，或者偷袭敌人的辎重车辆，也可以包抄敌人，袭击敌人战线的侧背。敌人可能准备了第二条战线，或者在战线后方布置了伏击部队，专门用来抵御我方的侧击部队，因此我们派出偷袭的部队必须要做好侦察工作，按照敌人的部署调整进攻方案。

发动突袭的时机必须要谨慎安排好。我们的部队不能过早冲向敌人的主军阵，数量太少的他们会被敌人轻易击溃。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出动太晚，以免敌方军阵已经开始接战，让他们的攻击于事无补。

负责突袭的部队和主军阵的部队应当同时行动，无论突袭部队是一支还是两支。但更好的情况是主军阵稍微提前一点时间行动，因为他们是在开阔地行动，而且可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突袭部队则在掩护下行动。他们应当在斥候、信号和时间的帮助下协同行动。如果一方找到了捷径，进度过快，就应当减缓速度等待另一方，这样，主军阵和突袭部队就能够同时和敌军接战，不同之处在于突袭部队的位置更靠前。这样做的目的是，当敌人因为遭遇突袭而混乱时，我方的主力部队恰好可以开始攻击。

所以，如果地形允许，您必须从两侧发动突袭，特别是您的部队规模太大时。一支突袭部队可以击退敌人的突袭，另一支部队则可以自由搏杀。

如果突袭没能成功，或者您的主军阵被击退，突袭部队不要就此放弃，或者脱离与敌军的接触，也不应向第二条战线撤退，而是留在开阔地试图攻击敌军的后方，而您败退的部队可以借机重组。

确定的是，我们向来认定，执行这些特殊突袭任务的部队，无论是发动伏击、突袭、袭击敌方侧后，保护辎重车辆，迅速支援境况紧急的部队，护卫战线后方，还是作为侦察的小部队，最适合的阵形是密集阵形，也就是紧密集结在一起，不安排平时的纵队，也不配置十夫长和五夫长。规模庞大、完备、严密而有序的队列在冲锋时更为安稳，但在紧急情况下这种阵列过于缓慢而且不利于变阵。密集阵形则截然相反，在伏击时更容易隐匿，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可以在紧急时刻迅速机动。出于这些原因，您必须花时间进行练习，通过实际体验来了解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派出的部队规模应当与地形相适应。如果大批部队或者规模适中的部队集结在开阔地负责突袭，而且确定了战场，那么就应当按照十夫长的方式组织起来。但如果只有少量部队出发或者要分兵行动，那么就使用紧密阵形，而不是常规阵形。

重复一遍，两者的差异在于：使用常规阵形可以调动更多部队，也更安全；紧密阵形可以迅速行动，适宜追击、突袭或者袭扰。

我们相信这些阵形适宜骑兵使用，而您必须时常按前文所述的方式整训部队，以趋于完美，除非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如果对这种计策有足够了解，就不需要再依赖战前的指令或者其他命令了。军阵以及训练足以让每一个人清楚自己的任务。或许有一些犹疑而过度谨慎的人，会认为这种阵形过于复杂多变，时常会造成过多的纷扰。这些人应当注意，运动员、赛马车者以及其他参与体育比赛或休闲竞赛的人，成功所得的不过是一些钱财，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自己一阵怨叹。即使如此，他们也会努力苦练，注重饮食，从不停止训练，这样他们就可以学到击败对手的各种手段以及破解对手计策的方法。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力训练阵形，保证军阵的多变与灵活呢？在战争中，失败者的结局或是迅速死亡，或是因逃亡而生不如死；胜利则会带来功劳、战利品、名望以及终生的回忆。

用一成不变的简单方式集结军阵会带来不合适、损害甚至毁灭。一个意外失误足以让大批士兵死亡。罪魁祸首是谁，或许无法得知，但他的错误会让所有人受害。无论如何，这些还要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多，更何况说明原因已经让本书的篇幅大为增加。

我们讨论骑兵军阵已经够多了，现在我们要讨论步兵军阵以及步骑兵混合军阵的重要基础知识。这一部分我们在另一章已经展开叙述过。

步兵军阵中有所谓的长盾步兵，也就是所谓的重盾步兵。您要这样组织长盾步兵：第一排的士兵一部分在指挥官和旗帜的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指挥官与掌旗官、号手以及其他随从一同行动。队头按照前文所说的方式行动，由左到右依次布置。抵达战场后，指挥官和身后的掌旗官停下，下属部队也停下。队列在两侧依序集结起来，起初保持较远的距离，以免士兵相撞。每列十六人，轻装部队布置在军队后方，并把枪尖举高以免妨碍行动。向导部队（负责侦察战场的人）以及信使离开第一条战线，向导部队负责引导，而信使则负责传递指挥官的命令。当部队按前文所属组织起来结成军阵，也就是统领队和分队后，长盾步兵的战线组织完成，而后把轻装部队部署到相应的区域。

弓箭手按照比例布置到步兵队列的后方，每十六人的长盾步兵后面配置四名弓箭手。这样，即使每列的人数减少到四名长盾步兵，每列依然能有一个弓箭手跟随。必要时，弓箭手部署在长盾步兵队列中，让一排轻步兵替代一排长盾步兵的位置，也可以配置到战线的侧翼，也就是长盾步兵与骑兵之间。如果有大批轻装士兵，让他们驻扎到外侧不远处以支援骑兵，并配备少量重步兵防卫。使用标枪、斧或者类似武器的人，应当配置到重步兵的后方或者战线的侧翼，而非中央。使用投石索的士兵则一定要布置到侧翼。

我们要求骑兵在战线的侧翼集结，部队较多时，指挥官也要配置在这里。如果骑兵部队规模够大，也就是超过一万两千人，那么军阵每列应有十人，如果规模没有如此大，那么每列应为五人。另外应当在后方配置一支额外的部队，部署到辎重车辆的后方。如果敌人从后方出现，他们就可以将其击退。如果敌人没有出现，就把他们调动到侧翼。他们首先要集结距离较宽松的军阵，保证发起冲锋时不至于被妨碍。

您应当告诫您的骑兵不得全速追击敌人或者距离步兵阵列太远，即使敌军已经溃败也应如此。他们可能遭到伏击，而那时他们数量处于劣势，孤立无援又远离军阵，可能就此丧命。如果他们被敌军击退，他们应当向后方撤退，但不能退到比辎重车辆更远的地方。如果他们依然不能维持，他们应当下马，步行坚守。

如果您希望将您的部队集结成一条战线而又不在当天接战，若是敌军对我军骑兵发动冲击，他们或许无法抵御，他们不应当在战线侧翼或者车辆旁边等待敌人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间距应当增大，这样在骑兵机动时，他们不至于互相拥挤，也不至于被敌人的箭矢轻易射中。

在《关于骑兵与步兵的训练》章节我们已经提及并讨论了这部分的一些内容，但在本章节再提一次并非不合时宜。我们期望用于战斗的一切手段都要在训练中练习，唯一的不同是训练时使用钝头武器，也不真正格斗。将这一大前提牢记于心，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再讨论一次，加深对这些内容的记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集结军阵时，您应该让各军阵间保持一百到两百尺的距离，以免在行军时过于拥挤。但在作战时，各个军阵要协同行动互相支援，他们应当以中军阵为指引，那里是将军或其他高级军官的所在地。因此古人将中军阵称为眼或口，因为其他军阵都服从于它。

鉴于收缩阵线比展开阵线要安全和迅速，原本的阵线不必结成十六排，只结成四排就可以。这会让敌人以为我方的部队规模庞大，而且也让重盾步兵在行进时更加轻松，特别是行进距离较远时。若是行进距离较长，有必要在行进时将军阵转变为八排乃至十六排，士兵们可以迅速地完成命令，收缩阵线。

如果军阵过于紧密，而战况需要延展军阵，展开军阵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此外，在敌军开始推进时，试图展开军阵有害无益。

掌旗官和他们的军官应当骑马抵达列阵地点，在军阵列好后再下马就位。

阵列的深度不应当多于十六排，也不当少于四排，即使敌人的战线更厚或更薄。十六排以上的阵列臃肿无用，而四排以下的阵列过于脆弱。中央的八排阵列都应当由重盾步兵来布置。

您应当命令部队保持绝对的静默。如果各队的队尾长听到队中有人说话，就要用长枪击打他，作为警告。开战后，队尾长要把部队向前推，这样动摇的士兵将无法逃跑。

不要让全副武装的步兵长距离行进。不过，若是对方行动缓慢，而战线中的部队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要让他们在那里久站。作战时他们已经因为披甲过久而耗竭了体力。您应该命令他们坐下休息，以免过早耗竭体力。等敌人贴近后再让他们重新站立列阵。

在接战时，任何人都不得走到战线之前，唯一的例外是骑马的分遣队指挥官，两名信使、两名向导、一名马夫和一名持剑卫士随他行动，如前文所述。他们在前方站立，直到敌军贴近后再安然返回军阵。

如果您决定把辎重车辆带到战场上，把它们布置到其所属军阵的后方，距离战线一箭远的位置，车辆延展的长度应当和战线一样长，因为如果过长的话就失去了保护。

每一辆车都应该在后方加上厚牛皮，这样驾车者可以在庇护下战斗，而驮畜也可以免于受箭伤。携带投射机械——射石弩（toxobolistrai）和绞盘投石机——的车辆应当按照整条战线均匀布置，并把最高效的机械布置到两翼。

驾车者应当能够使用标枪、投石索、斧、飞镖或者弓箭。把余下的辎重成一排布置在车辆内侧。在车辆与战线之间的区域应当保持开阔，这样如果重甲部队，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必须要结成双枪阵以保护车辆时，车辆不会成为他们机动的阻碍，引起混乱。

如果一支强势的敌军从后方袭击我们的车辆，只靠驾车者无法驱逐他们，双枪阵也不足以驱逐他们时，就扔出铁蒺藜阻碍他们。但在扔出铁蒺藜后，您必须要保证前方的部队不会走这条道路，而是另寻道路行动，以免被蒺藜伤害。

将军，我们命令您，在步兵或者混合军阵参战时，如果敌人拥有比我军更多的骑兵，而辎重车辆没有与我方共同行动时，不要在开阔平坦的土地列阵，而是在崎岖难走的地形列阵，比如沼泽地、泥地、岩地甚至林地。

如我们反复提及的那样，靠布置巡逻队保护好自己的军阵免遭来自后方或侧向的袭击。把少量重装部队布置在辎重车辆两侧和中间，这样在必要时他们可以协助对抗意图袭扰我方车辆或者我方军阵与骑兵侧后的敌人。

如果敌人正在扎营，正处于混乱中，您可以发动偷袭，悄然贴近后发起冲锋，您将对他们造成极大的打击。

不要派出大批骑兵与步兵作战，而是集中少数部队攻击战线的翼侧。精锐而装备良好的骑兵应为三千到四千人，不应更多。在战机出现后，他们要发动攻击并追击撤退的敌人。在步兵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组织更多的骑兵并不安全。

如果骑马的敌人在进攻我方步兵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我方骑兵较多而步兵不足，就把骑兵配置到前方，让步兵结成阵形，在骑兵一两里后跟随。命令骑兵不得脱离步兵军阵太远。而后，如果他们遭到敌军的压制，他们可以到步兵军阵的侧后寻求庇护，但不能从正前方后退打乱步兵军阵。

作战当天，如前文所述，不要让步兵在营地外步行太久，不得多于两里，以免士兵因为穿重甲行动太久而耗竭体力。如果敌人推迟进攻，就让您的部下静坐休息，直到敌人贴近。

夏季时，让您的部下在休息时脱下头盔透气。此时士兵们不得饮酒，因为酒会让他们发热晕眩，但是要在辎重车辆中携带饮水，分给军阵中需要饮水的士兵。

开战前，和骑兵一样，您必须把步兵也在一天内集结起来。如果士兵清楚军法，也就是惩罚的规定，就再提醒他们注意；如果他们不清楚，就让各部队军官向所部宣读本书之前提到的军法以及在作战时违反军法的士兵要接受何种惩罚。当部队了解军法后，再集结军阵。

将军，把古时的军事典籍作者提到的集结步兵和步骑兵军阵的组织手段在此处总结一番，或许也会有帮助，特别是在部队规模较大时。

他们提到步兵的总数应为16384人，因为许多军事典籍都认定应是这个数量，这个数量也足以布置一条完整的阵线。这支部队可以不断地两等分，没有余零。古人将所有的部队组织成一个完美的枪阵。他们把枪阵等分为两部，假想一条线从前到后将军阵分开。一半部队，共8192人，作为所谓的右角或者阵头；另一半也是8192人，称作左角或阵尾。在中央分开的那条开阔地，被称为枪阵的阵脐或阵口。将军配置在这里，监管整条战线的行动，竭尽所能指挥全局。阵线时而被称为“重盾阵”，因为阵中的士兵都是使用重盾和长枪以及其他武器，是全军中装备最重的部队。

在这两个重步兵军阵后方就是所谓的轻步兵，他们的装备比第一条战线的士兵轻得多，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快速、便捷地行动。其中包括标枪手、弓箭手和投石兵，他们的数量应该是第一条战线的一半，即8192人。在这条战线后方，骑兵部队装备完备后就位。这些骑兵的数量又是轻步兵的一半，即4096人。

古人将步兵分配成四个军阵。将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集结到一起，按照指挥官的谋划或者是把轻装部队配置到重装部队两军阵的两侧，组织另外两条阵线或者是配置到他们的前方。

他们也将骑兵分为两支部队配置到步兵的侧后，即配置到翼侧或者后方，或者其他适宜的位置。将军配置部队不应当随心所欲，而是按照形势的需要布置。在面对敌军骑兵时，他应当把骑兵配置到开阔的区域，让他们在需要支援步兵时免于遇到障碍，无论是在军阵的前方、后方还是侧翼。（参见附录三，阵图8）

如果把所谓的轻步兵配置到重步兵的前方或者在必要时配置到侧翼，效果会更好。如果他们布置到中军阵的后方，他们的武器将毫无效果。在投掷标枪、射箭或投石时，他们必须要向高处抛射以免打伤友军。他们的箭矢标枪会落到前方友军的头上，而投石索因为没有甩动的空间，根本无法使用。

如果敌人拥有比我方多的轻步兵，那么您必须将重步兵配置到前方，作为排头兵。他们应有长方形的大盾，所谓的“长盾”，这种与人同高的盾牌能庇护人的全身。在后方的士兵则要把他们的长盾举过头顶，用这样的方法前进，步入有箭矢或标枪投射的区域，这样如同屋顶的布置可以让他们免受敌方所有投射武器的伤害。

如果轻装部队在各处提供支援，那么在双方接战之前，他们要先前进，使用弓箭和标枪攻击敌人。而后，在双方接战后，他们要持续从侧翼投射，打击敌人的阵列。遭到侧面的攻击后，敌人会陷入混乱，无法有效向前攻击。如果附近有一些工事，轻装部队也可以利用它们。他们可以安然投射，并赶往障碍的所在地——陡峭的地点、河岸、附近的高坡以及其他障碍。

军阵间必须保留一定的距离，如果轻装部队已经投射完毕，而敌军尚未与我军接战却依然在前进时，轻装部队应当有序后退，穿过枪阵间的间隙来到安稳的后方。对他们而言，从主力部队的外侧绕后并不安全，他们可能被推进的敌军赶上并杀死。同样，中央的大批部队如果队形过紧，也可能在压力下撞上后方友军的武器。让其他的军阵准备好，这样在轻装部队投射完毕后，他们可以依次前进，履行自己的职责。

若是延展战线以应对意外事件，战线的厚度会减小，因而愈发薄弱，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担心遭到包抄而延展阵线，以免军阵过度薄弱而放弃纵深。敌军可能迅速撕开薄弱的军阵，打开一些突破口，这样一来，包抄将变为包围，敌人不但将从两翼进军，也会从中央突破抵达军阵的后方，造成极大的破坏。将军不但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要试图以这种方式击溃敌人。

同样，不要试图加厚军阵，让敌人轻易包抄我方的部队，而是应该把后方和侧翼的士兵按照前沿部队的方式武装起来，这样他们将足以抵御敌军的包抄与包围行动。

明智而谨慎的将军若是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应当把军阵布置到敌方无法包抄的位置，如前文所述。在作战时，谨慎的将军能够发现许多对我方有利的布置。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干预，上帝会将这些智慧赐予谨慎遵守德行的人。

在敌人占上风的战斗中，必须要采用欺诈手段。可以高喊：“敌方的将军死了！”这样的喊叫必须在关键时刻进行，不要让其他人思考对策。一些距离其指挥官较远的敌军士兵会就此丧失信心，而将军身边的人会共同高喊，重拾勇气，仿佛谣言是事实一般，振奋精神继续作战。就此，人们将因为谣言的鼓舞取得胜利。靠着机敏顺应形势变化，诡计时常能击败对手。

近年的军事著作建议，不要让您阵线的盔甲太亮，而是要按照一些异族的传统手段把闪亮的武器收起来，直到敌人贴近再亮出。但欧纳桑德（Onasander）在写军事著作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宣称阵线应当盔明甲亮，向敌人显示军威。但在我看来，或许是那时他不了解这一计谋，毕竟这个计谋的年代比较近，或者他所说的是在战斗即将开始前突然亮出武器，和近世人的观点类似，而在此之前把盔甲兵刃掩藏好。从远方看到盔甲明亮的重甲部队不会让人畏惧，但如果看到灰暗的军阵突然间闪亮起来，必然会震慑敌军。敌人或许会误以为这是神意。将军，在作战当天不要首先把军阵暴露给敌人，而是应先侦察敌人的军阵，了解他们的组织方式，这会对您大有帮助。

作战时，您必须格外关注那些作战部队，而不是仓促投入战斗，在局势并非危急时亲自参与搏杀。您更应该完全避免与敌人近战，即使您能够借此展现卓绝的英勇。您和敌人展开近战并不会给部下带来多少帮助，如果您阵亡，反而会带来极大的危机，而这在近战中是不可预测的。如前文所述，仅仅是将军阵亡的谣言就足以摧垮一方的部队，那么如果将军真的阵亡，他麾下的士兵又要遭遇何等的灾难呢？

您应当在安全之处观察战事，尽自己的职责。在危急时分能够安排应对策略，不亲自搏杀的您也将能够按战场的态势进行预先的计划，这才是一位将军应当赞许的美德。

如果当时您有必要向士兵们讲话，鼓励他们，内容是上帝的协助以及陛下许诺给英勇者的赏赐。如果需要更多的鼓励，就把一些东西当作胜利的迹象向他们指出，宣称这些就是胜利的预兆。由于还有其他内容要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不能立即讲述，但在本书的后面集合了格言供您参考，让您在战前、战时与战后有话可说，让您显示自己超越了敌人。这些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格言，我们汇总到了一起，这就是我们对步兵和骑兵作战准备的总结。



第十五章

攻城

[image: Figure-0111-0023]


◎　老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攻破阿曼提亚（Amantia），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相比之下，拜占庭军队更倾向于使用云梯而非洞车、冲车，投石机和射石弩则作为云梯的辅助

接下来，将军，我们必须要向您讲述围攻战，我们从古时和近世的作品中收集了资料，让您了解如何围攻敌人以及在被围攻时如何防守。即使您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这一段记述也能够让您对此有初步了解，而后再进一步深入思考。您将会把这一章提到的策略用于实战，实战经验会让您了解所有的细节。

发动围攻战要求将军勇敢而机敏，了解军事，通晓常识，还能够整备攻城机械。在城市或者堡垒驻扎时，他必须注重安全，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安保方面。

因此，将军，当您驻扎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地点周围时，您的营地必须要用深壕沟防护，或者用砖石、木材或其他材料构建工事防备敌军。配置大批机敏的斥候日夜巡逻，特别要观察那些似乎不可能出兵的位置，防止城中守军或者外来的援军发动进攻，而让大军陷入危险中，这种情况在围攻城市时十分常见。外面的部队无法得知城中守军在谋划什么，但城中人在城墙上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您正在准备的行动。因此您应当为自己部队的安全做好防备。

如果您在城市或堡垒的城门、便门或其他通道附近配置一些士兵，会有相当的帮助。他们可以击退出城突袭的敌军。您必须进行这种准备，特别是在夜间，因为夜袭更为常见。

不过，如果您在夜间持续攻城，会让城中人产生更多的恐惧。黑暗让他们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愈发疑惑、愈发沮丧，担心在夜晚遭受各种各样的厄运，即使您不打算如此做。毕竟夜间发生的一切，即使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会让守城者畏惧，他们会很快丧失信念、屈膝投降。如果可能的话，让一两个人登上城墙，这样城中人会误以为我方全军已经登城，他们会逃离岗位，将城墙留给我们控制。

这些情况要求将军展现他的勇敢。他应当亲自参与围攻准备工作，与士兵共同劳动，不辞劳苦，士兵们因此才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因而会以对待朋友的热忱回应。

当您开始围攻时，您必须进行确切的审查。首先要确定食物和饮水是否无法运入城中。如果城中补给充足，就只能靠攻城机械了。

如果您挑选麾下官兵中最为健壮、高大、正当年的士兵穿上闪亮的盔甲，让他们在城墙附近行动，向城中人展现他们的军姿，这将极大地震慑守军。把看上去不起眼的士兵们配置到辎重车辆那里，让敌人看不清楚他们。这样，他们会误以为所有人都和城墙附近的那些人一样精锐与健壮。

让守城者看到您的大批部队身着链甲和全身甲，这往往对我们有利。为此，给那些没有铁甲和头盔的人配备装备。通过这种方法，您能够震慑城中的守军。

在距离较远的位置建立营地，让敌人把营地中的一切都当成围攻的士兵。

首先，向城市或堡垒中的人说明，您愿意提出开明且可接受的条件换取他们献城，他们只需要留下马匹或者一些武器，抑或其他一些细软，就能安全离开。这样温和的提议以及对安全的渴望，可能会让他们改变想法，在危机中他们的抵抗也会愈发犹疑。

在我们看来，明智的将军不应当在一开始就提出苛刻的投降要求。如果要求过于苛刻，守城者可能会死守，这会让他们团结起来拒绝投降。

最重要的是，在围城战旷日持久时，您必须确保您的补给准备完成，这样一来，您的部队在攻城时就能取用一切所需，有备无患。

您也应当命令那些进行关键工作的人必须努力工作，您必须说明每个人应当履行何种职责。

当您开始进行围攻时，您不能每天都派出全部部队攻击，这样的话他们将全部耗竭体力。您应该把部队分组，命令各组部队在每天什么时候行动。派一些人在夜间行动，余下的士兵在白昼行动。不但要在白天持续攻击守城者，也应当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夜袭，耗竭他们的体力。您会弄清在夜间需要担忧什么风险以及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准备。

如果您的部队规模够大，在夜间也能持续围攻，您应当尽可能将部队分成较多的组。一部分部队在夜间睡觉，余下的部队继续进攻，疲惫的攻城部队需要休息时，休息好的部队再继续发动围攻。这样夜以继日、持续不断的车轮战会让守军得不到一刻喘息之机。他们将缺乏睡眠，同时又要应对攻城者、攻城武器，会很快崩溃。接连不断的危机感会让他们放松警惕，他们会决定放弃抵抗，或因力竭而被俘。

时常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依靠城中的叛徒轻易破城，他们能指出您从未想到过的弱点或者奇袭捷径。

在接连不断的围攻战中，将军，您必须进行简短的休息，以便保持清醒，下达明智的指令。

如果您足够勇敢，您还可以把部队集结成更大规模的组，使用云梯强行登城。从四个方向同时突击，守城者会无助而沮丧，特别是在使用云梯时配合冲车、洞车、攻城塔或者其他机械一同行动。如果您在云梯登城的同时使用了这些机械，守城者就要面对各个方向的进攻。如果他们忽视某一段城墙的守卫，集中抵御攻城机械，那么使用云梯的士兵将会因为没有遭受强力抵抗而轻易登城；若是他们分兵对抗云梯上的部队，攻城机械上的部队也可以更有效地攻击。他们将无法在夹击下取胜。

围攻时，往往存在一些相当坚固的地点无法攻破。然而也正是这些坚固地点，给您提供了攻破该城的机会。守军因为这些坚固位置而自满，而放弃守卫其他位置。明智、细心、坚定又勤奋的您，能够找到这些薄弱点。既然这些地方没有人防守，您将很快找到将其夺取的手段，比如派出勇士，许以荣誉和赏赐，让他们用云梯登城。结果是，当城中人发现这些位置出乎意料地丢失后，他们会抛掉武器放弃作战。他们会前来请降或者被我方部队消灭。那些登上城墙的人应当吹起号角，守军见到他们成功登城后会极为恐惧；或者他们在入城后立即快速行动，为我们的士兵打开城门；他们也可以采用其他手段，以便最终夺取这座城市或者堡垒。

如果堡垒或城市坚实难攻，而且城中有大批顽固的守军敢于迎战冲进城中的我方部队，我们必须抢占城中的制高点或者至高点，依托有利地形杀伤城中守军。我们的军官随后应当宣称，不得杀戮没有武器的人，只攻击有武器的人。您要使用城中人使用的语言下达命令，听到这个命令后，城中人会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因为畏惧而抛下武器放弃抵抗。城中的抵抗力量会迅速瓦解，攻城部队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些被围攻的人在被俘虏后，为了自己的安全，会成为您的仆从，而非敌人。

如果攻城战拖延日久，而您在城外俘虏了一些人，那就扣留所有精壮男子，把余下的妇女儿童老弱病残放回城中，这些不堪作战的人会消耗城中的食物，对守城者有害无利，成为事实上的累赘。此外，这也对城中人展现了仁慈，他们会就此开始动摇，考虑向您投降。

攻城时，人们的喊杀声与盾牌相击的声音喧闹不止，确保您的部下不会全部处于这种纷扰中，增添不必要的压力。命令您的部下到敌方工事一两里外的地方扎营，免于因扰乱城中人的噪音而产生困扰。

不要贸然或无目的地命令部下攻城，以免他们因为伤亡而失去信心，而使守城者得以振奋士气，这种事古往今来时有出现。即使最优秀的士兵，面对羸弱的妇女从城上投掷下来的岩石、砖块或滚木，也是一样的无助与脆弱。

如果您围攻小型的工事，而您认为直接攻城过于危险且损失太大，还知道当地拥有充足的补给，就主要进行夜以继日的欺诈和袭扰，这样的袭扰会让他们疲惫。毕竟他们人数不足，却要面对接连不断的袭扰。

如果敌方城市中有易燃的房屋，就持续从多个方向往城中射击火箭，特别是在起大风时，借此在城中纵火。在箭头上拴上易燃物，也可以使用投掷机械，即所谓的绞盘式投石机或四方投石机（tetrareon），向城中的房屋投掷装有易燃物的弹药，这样它们会更易燃烧。当城中人忙于灭火时，在适宜的地点搭上云梯，下令士兵登城。

整体而言，在围攻时，古往今来的指挥官们使用的攻城机械多种多样，各种机械都在合适的时刻与地点发挥作用。不应当在此处详细讨论您在围攻时应当何时使用何种机械，时间会教会您一切。所谓的冲车是用来冲撞敌方的城墙，让他们动摇；还有用木材制成骨架，包上生皮或者其他防火材料的攻城塔，下面要装上轮子以便将攻城塔推向敌人，而塔上的士兵可以向城中人发动攻击；洞车也时有使用，掩护士兵挖掘敌方城墙的地基；云梯要搭在城墙上，或者制成云梯车，用木梁架好，装上轮子，推向城墙。

挖掘工作也可以在城外进行，而后持续向前，一直把地道挖到城中。使用地道的前提是土地平坦。

简而言之，如果您阅读其他历史作品特别是军事著作时，可以看到许多的攻城机械。它们如何建造？如何移动？用于攻击城墙的哪一部分？您不但要将攻城武器建造出和设置好，还要吸取随同您行动的攻城技师的实际经验，听从对这些机械有充足了解的人的建议。凭借他们的机巧与经验，您将会明白哪些机械更高效实用。

必须要礼遇从城中或者其他工事中出来，或者在向敌方领土前进的道路上发现的叛变者。如果他们说实话，就一定要履行您赏赐回报的诺言，而这会带来更多的回报。给叛变者回报的人事实上所得比所失要多得多。毕竟您不是城中的法官，也不应在意叛变者对城中敌人不公，作为军事指挥官，您应当竭尽所能为您的公民奋战，损害并摧毁敌人。在此时不给敌人的叛徒赏赐，在我看来愚不可及。所有的美德都有场合。尽管在敌人看来，这个叛徒十恶不赦，但在您和您的部下看来，他是有益的。

如果上帝展现仁慈，让这座城市、堡垒抑或筑垒城镇因为畏惧围攻或者其他原因向您投降，您应当温和仁慈地对待城中人。不要横征暴敛、恫吓威逼或者执法不公，而是应当接纳他们。而后，当其他人看到您对投降者的温和态度后，他们也会前来求和，以避免遭受战祸。

曾经的将军尼基弗鲁斯，在奉陛下之命迫使伦巴第人臣服时，就采取了怀柔政策。他最终使他们臣服，不仅仅是靠组织严密的远征，同样也靠机智、公正与仁慈。他公正对待那些投奔的人，赐予他们自由，免于劳役或者赋税。
[1]



陛下命令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人臣服，并不是出于获取领土的目的，而是为了我们的荣耀，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臣民的安全与自由。

因此，您应当公正对待那些向您臣服的人。您可以通过他们联系并降服此时尚未向您臣服的人。愤怒与苛刻的对待会让那些臣服的人改变主意，让那些尚未臣服的人决意抵抗。他们会愈发热忱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只因为他们不肯落入苛刻的军官手中。您会在围城时遭遇更多困难，无法实现任何成就。但如果他们得知您态度和善，就会很快向您臣服。

我们陛下在意的是，让公民得到公道、仁慈、和平，因此您在作战时，如果一座城市、堡垒乃至一个民族决定投奔我们，您必须展现仁慈与善意，接纳他们，对他们以礼相待。

在夜间，就像在白昼时那样，通过观察月亮与星辰的运动来确定时间，在我看来也并非毫无用处。无论是在行军中还是正在围城，您都可以在叛变者或者您安排的时间投入行动。抵达太早或太晚，往往都会让约定的计划无法实现。

当您得到叛徒或者其他帮助，出发准备攻城时，担负特别任务的骑兵或者随同您的士兵要把路上遭遇的所有敌人扣押，以免他们报告您进军的消息。进行这类行动，必须要保证突然，出乎敌军意料之外。

当部队向敌人发动突袭时，即使数量上更少，意料之外的进攻也会让敌人陷入恐慌，即使他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结果就是，他们会陷入恐惧，而在重拾自信前就会被彻底击溃。

因此，当您夺取一座城市或者筑垒城镇，或者其他有工事的地点，战争就此结束时，不要因为您的成功而骄傲自大，对那些战败者或者随您出征的士兵无礼。不要趾高气扬、残忍待人，而是要如前文所述，以善意、仁慈与谦卑对待他人。仁慈对待那些被俘虏和遭遇厄运的人以及那些您会与之继续作战或围攻的敌人。对朋友和身边的随从保持谦卑，这样他们不会妒忌您，您应激励他们和您一起建功立业。您即将围攻的城中人会期待您善待他们，让他们愿意向您臣服。我们命令您，将军，在准备继续与敌人交战并进行围攻时，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但如果说，我方的一座城市、筑垒城镇或者其他工事将要遭到敌人的围攻，而您得以在敌人抵进时发动攻击，化解掉这次围城，您应当感谢上帝。然而如果没能如此，无论是您留在城中组织防御，还是交给您麾下一位经验丰富而谨慎持重的军官负责，您都要使用一切手段确保城中的人已为攻城战做好准备。

首先，您必须为守城者准备好补给品，估计敌人要进行多久的围城战，也评估一下您目前的补给储备情况。在敌人到来前，先把无用的人从城中撤离，比如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等等，把补给全部供应给城中的作战部队，这样一来，即将指挥守城战的将军就可以准备对抗敌人的投石机了。

使用厚重的垫子来防护敌方的投射机械。厚牛皮、绳卷、木板之类的防护工具也可以挂到城墙上，城垛上还可以包砖。在应对冲车时，衬垫或者装了麦糠或沙粒的袋子都很有效。

对付洞车，抓钩或者带尖并包有沥青的长木都十分有效，它们可以打翻洞车或者掀掉上面的遮蔽，让其中的人无法避免来自上方的攻击。沥青会让无遮蔽的洞车着火。不可燃的物体，比如带尖的重岩石可以用绳子或链条拴好，用机械突然放下，而后再用其他配重协助吊起。

使用火箭或者投石机对付他们推来的攻城塔，如果这不能挡住他们，就在城墙上建造木塔或者其他材质的塔楼来应对。简而言之，竭尽所能让城中人得以对抗城外的机械。整体而言，在您研究了战况后，您会发现您能够找到对抗每一种机械的手段。城墙上的塔楼不得加顶，这样城中的作战部队就可以毫无阻碍地战斗，投射机械也可以在塔楼上使用。这些塔楼应当配有小而窄的开口，位于敌方攻城机械的右侧，这样步兵可以从这个开口走出，在盾牌的掩护以及塔楼上友军的支援下与敌人格斗，借此解决掉敌人的攻城塔。这些开口应当配有门，在必要时可以封死，平时也不应敞开。

在城垛上，要用绳子拴好沉重的木料、树干和磨盘。如果敌人把云梯搭到城墙上，就切断绳子，用重物砸死敌人。我们要求您在整个城墙做好布置，如果可能，保证所有城垛都配置了重物，无论是石头还是木料，足以摧毁登城梯和攀爬者。

您必须在城墙各处安排支援部队，并准备好额外的预备队，这样他们可以在必要时支援陷入危险的部分。在紧急情况下，城墙上的部队就不至于四处奔走，留下一些区域无人防守，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城市或筑垒城镇中存在纠纷，那么有必要平息这种纠纷，让他们加入士兵防守各段城墙。这样他们就无法发动暴乱或自相斗殴，而在接到守城任务后，他们将会耻于叛变。如果无法完成这一准备，就必须要把他们预先调到其他区域，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以免在围城战中分兵平息纠纷。同时也要防备城中人叛变，做好警戒工作。若是没有得到守军军官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允许向敌人传信或者与敌人见面。

城市的大门应当交给可信的人掌管，特别是在围攻战初期，士兵或者平民都不得出城作战，即使城中有许多勇敢者。进行旨在破坏对城墙有威胁的攻城器械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时，才能主动出战。若非如此，所有人都要在城墙上进行防守，不要冒险出城作战。因为若是出城作战，能力最强的人可能被杀或受伤，余下的人则会士气低落，会被敌人轻易击败。很明显，只要这些战士得以安全，城墙就能保证安稳；但若是他们放弃抵抗，余下的人就陷入了危机。

如果城市或者筑垒工事有一道外墙，在这里配置善战且机警的哨兵将会很有利，特别是夜间，若是有人想要投敌，或者敌人想要发动夜袭，哨兵都能够进行预警。

从城墙上投射，无论是箭矢、石块还是投石机的弹药，都必须要在时机合适时进行，因为若是投射没有效果，就无法阻挡敌人。

如果饮用水来自蓄水池而非泉水，或者储水量比小型水池还少，必须要做好准备和管理。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浪费水。同样，其他的补给品也要均匀分配，保证城中守军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下。

派巡逻队持续进行警戒特别是在夜间，保护补给品，以免遭他人盗窃。

守军军官必须持续用话语勉励城中人，劝他们保持忍耐，让敌人知道您的坚定，或者其他原因使其撤军。在可能的情况下，军官必须以各种方式袭击围攻者，他也可以散布大军即将抵达之类的流言，惊吓敌人。

因此，遭受围攻的人要按照我描述的方式进行防备，在此之外也要设计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敌人的计策。此外，还有我们前文所说的话：在自己安排守城时，他就会明白要用什么手段来应对什么计策了。

我不会忽略那些通过阅读和研究获得的知识，即使目前作用不太大。将军要如何在边境迅速建立起一座堡垒，而不被敌人发现呢？您必须进行彻底侦察，寻找适宜筑垒的地点，若是敌人可能进攻，这里的堡垒必须要能在十至十二天内使用干料建造完成。要考察附近能否获取石料、木料或者烧制砖块，以及这里是否有水源或者能否设法取水。

提前召集足够的工匠以及预制的城门和机械，还要准备一支规模适宜的支援部队，他们应当勇敢且装备精良，由机敏、勇敢的军官负责。与此同时，把辎重车辆集结成工事保护施工者，并准备三四个月的补给品。如果是在夏季，要把周围的草场焚毁，如果很难焚毁，就先将草料割走。放出流言，声称您要在其他方向进攻敌人，让敌人分兵到那里守备。而后，提前一天鼓励部队进军抵达这里，并用馈赠和许诺激励他们。在敌人分兵其他地点时，您要在突然间把全部部队调到您预定建造堡垒的地点，委派哨兵，并派步兵环绕工事建立营地，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挖掘深沟。

如果能够获取石料或者砖块，您就必须建起一道干墙，并使用木料加固。如果只能获得木材，就用木料建造小而坚固的工事，不要过大。如果敌人对此处发动进攻，在您如前文所述的方式进行安排后，您依然认为无法抵御，那么就在他们抵达前撤退，在其中配驻足够的部队，主力在附近扎营。不要停驻太近，以免被迫和敌人作战，也不要停驻太远，以免敌人抓住机会集中攻击新堡垒。

让城中人记住信号，白天的信号是什么，晚上的信号又是什么，这样驻军就可以及时把信息传递给您。

如果步兵能够和敌人直接交战并将他们击退，而且堡垒中的境况也可能愈发严峻，那么您就该当机立断，以免让守军陷入危机。

情况安稳时，您就应当一步步加固临时工事，使用砂浆使其坚实，也要注意为城中人准备必要的补给品。

有一种应对以骑兵为主的敌人非常有效的策略，在7月、8月和9月，牧草较干易于燃烧的季节，敌人可能会因为失去草料而无法长久停驻。

如果工事中没有水源，没有流水，挖井也无法取水，就有必要制造大陶缸或者牢固的木桶，在其中装满水，放上几块干净的卵石，储水应该就能支撑到收集雨水的蓄水池建好。流水不腐，为了防止桶中的水因不流动而腐败，有必要在桶旁放置小桶，让水缓慢滴流，保持运动。在小桶储满水后，再倒回缸或桶中。

有必要准备厚木板放置到堑壕中，再紧固到一起如同箱子一样，在连接处和缝隙涂好沥青麻屑，制成常备的小型蓄水池。还可以另外建造一个或更多的十至十二尺宽、八至十尺深的蓄水池，这种临时蓄水池可以在砂浆加固的蓄水池建好前迅速投入使用。很明显，水储存在大型的容器中更有利，蓄水池底应当安装木梁，就像桌子的紧固梁一样，木板也必须保证够厚，不会因为水压而破损，导致储水流失。

以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您在必要时可以应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足以应付围攻战和其他相关问题。


注解



[1]
 　译注：老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迫使南意大利的伦巴第人臣服，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南意大利当时遭受了来自西西里和北非的阿拉伯军队入侵，各个伦巴第小领主为自保而被迫承认帝国的治权。



第十六章

战后事宜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在战役结束后的任务。毕竟，如果您正确地准备了部队，我们认为，在上帝的指引下您将会取得胜利。

首先，向我们的天主与神，耶稣基督感恩。如果您战前许诺在胜利后进行奉献，就不要忘记履行诺言。

而后寻找那些在作战中表现英勇的人，给每个人合适的馈赠与荣誉，也要惩罚那些作战不力的人。让那些英勇者得到馈赠，比如一套精制的盔甲，并给他们分发一部分战后获得的战利品。也要给他们合适的职务提升，让他们在统领队、旗队或小队中担任职务，或者担任其他由您负责任免的官职。让奋战的普通士兵以及军队的军官们也得到一些赏赐，这样士兵们在作战时就能英勇昂扬，特别是他们获取了他们所期待的回报后。

赏赐了那些英勇者、惩罚了那些懈怠者后，部队应当充满希望。那些懈怠的人不敢再度出错，而英勇者会继续他们的英勇。不但要赏赐特定的士兵，也要给他们所属的整个战队、统领队乃至分队赏赐。让那些表现出色的士兵去搜罗战利品，拿走敌人的装备、辎重或者城市与堡垒中的储存，特别是您对俘虏和缴获的物资没有预定的处置计划时。

不让表现出色的士兵分享战利品，是何等不公！猎人也要给猎犬一部分猎物，比如猎物的内脏，来刺激他们继续追逐。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如此分配也会激励部下奋战。

战争与战役不同。战争有始有终，直到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才终止，期间要进行一系列的战役与战斗。战役是战争的一部分，时常发生在战争中，一场战役的结束不一定就会结束一场战争，一场战争时常要进行两三场大战后才得以结束。

可以说，并非所有的战斗都能获取战利品。情况时而会有所不同。

军队应当将战俘出售，但如果需要钱财和大量的补给品，事先就宣布把一切带到您的面前。您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也要约束麾下的官兵，不得侵占用于购置补给品的钱财。这样您才能尽可能把钱财用到补给品上，提升那些奋战者的士气。尽可能如此使用钱财，但如果钱财不够用，也可以使用荣誉和职务来代替。

在战争结束前，不要杀死俘虏，特别是那些重要显赫的人。记住运气的存在，胜利后时常伴随着挫败。如果您的部下被俘或者您管辖的城镇被敌人占据，此时您就可以利用这些俘虏来交换，弥补失败造成的损失。用敌人的俘虏可以换回朋友和同盟。如果敌人不肯交换，您自然有权保护自己，并以任何您认定合适的方式来损害敌人。
[1]



在您取得胜利后，将军，向军官和士兵们下令，安排庆功宴。您亲自安排一些酒席，军官乃至各个小队也要参与安排，并尽可能使用缴获的物品。让士兵参与庆祝，得到休息。给那些展现英勇的人奖赏，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也会依然热情参与各种艰苦工作，为作战做好准备。

您要格外关注阵亡士兵的葬礼。无论是胜是败，您都不能以时间、地点乃至畏惧作为借口来逃避职责。尊敬死者向来是有益而高尚的，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人，他们已经展现了自己的虔诚，这也是对生者的极大慰藉。目睹这一切的士兵相信自己阵亡后，也会得到同样的厚葬。如果他看到战友的遗体被抛弃在荒野上，他难免因如此的冒犯而悲伤、愤怒，并决心不要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但如果士兵无论生死都能得到应得的荣誉、感激和纪念，活着的士兵就会更热忱地投入战斗。

但如果我方已经被击败，一定要注意用鼓励的话语来提振生者的士气。竭尽所能寻找机会，通过突袭和伏击挽回败局。

胜利者时常会懈怠，放松对自己的保护。他们蔑视战败者，因而忽视了对自己的保护。结果是，起初胜利者往往遭到比起初失败者更大的损害。

现在，您已经从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此前的战败会让您警惕，以免重蹈覆辙。但向来取胜的人，因为从没有失败过，只会思考该如何布置以自我保护，避免他从未体验过的损害。古人曾经指出：合适的畏惧，加上谨慎让人得以安稳，无度的轻蔑与招摇则使人易受攻击。

在战争中，如果您签署和约，同意了一些条件，就必须履行协议，不要攻击，但也不要因为和约而放松警惕，要在保证和平的同时警惕敌人。为了保证安全，避免遭受敌人的突袭，您应当依然保持和战争中一样的警惕，考虑事态的发展。注意不要在这样的境况下脱离保护，也不要冒犯敌人，不要在上帝的见证下背约。然而您必须警惕敌人背信，发动攻击，因为敌人的想法，即使在签订和约后也无从得知。有信仰的您应当履行诺言，维持正道，但依然要保持对无信的敌人的怀疑，小心他们的背约让您受损。思维纯粹的人并不会把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毕竟上帝的裁决不会立即生效，而是要等待时机。如果敌人的背信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而您自己得以保全，又该如何解释呢？

敌人很可能背信，我们也时常经历这种事，您的远见会让您得以避免损害。但敌人若是决心作恶，无信的他们就会肆意妄为，但坚持协议的您将会得到上帝的庇护。

不要赶走想要向您进言的人，不论高低贵贱，不论白昼黑夜，不论行军宿营，不论就寝、洗浴还是进餐或者其他时刻，都不应如此，要允许他们发言。那些不听劝告、命令卫士赶走进言者的人，很可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失误。我们要求您谨慎处事，无论是在战后还是战前。


注解



[1]
 　译注：拜占庭—阿拉伯战争中，赎回俘虏往往是用地位相当的俘虏来交换，双方在签订停战协议时也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俘虏交换。使用钱财赎回俘虏的情况在这一时期较少，此后的拜占庭—塞尔柱战争以及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的战争，才开始出现使用频繁的赎金。



第十七章

偷袭

[image: Figure-0124-0024]


◎　安德拉索斯（Andrassos）之战，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960年的安德拉索斯之战中，数量较少的拜占庭军队在山口设伏，击败了阿勒颇埃米尔赛义夫·达夫拉的部队，而这一战的指挥官利奥·福卡斯也留下了讨论边境袭扰战的重要军事典籍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时机到来时，您应该如何袭击敌人的领土以及如何反击敌人对我方领土的偷袭。当然，在不应开战的和平时期不适用这些策略。本书简练的风格要求我们此处的叙述应尽可能简洁。

古时的格言教会了我们如何应对敌人发动的突袭与掠夺，而不至于让我们受损。古时明智的将军们谨慎遵守这一格言，而如今我们的将军更是一致遵守，并将其视作最有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谨慎地计划好对敌人的突袭，并迅速得以实施，就能达成目的。这样的突袭不仅面对数量与我军相当的敌人有效，面对数量更多的敌人也一样有效。

因此，有必要时刻寻找便利的借口与时机，让事态对我方有利。将军，您应当在敌人准备好和您交战前就进攻敌人，特别是当您觉得他们的部队规模更大，实力更强时。

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文所述，有必要进行偷袭，并尽可能使用计策和欺诈，而不是阵地决战。阵地决战会让您陷入危险中，而且还会难以重整或脱身。既然有这么多的计策可用，您有责任分析时间、地点、人员和实际情况，决定使用什么计策。

当敌方的使节前来，您提出温和与慷慨的条件，使节得以欣然返回后，您可以立即率部跟随并发动突袭。其他时刻，您可以派出使节诈降，而后发动突袭。您可能有机会进入敌军的营地，无论是在敌方还是我方的领土中。观察敌方营地的情况，而后，只要机会合适，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或者破晓两三个小时前，您可以发动夜袭。此时使用弓箭手极为有利，事实上他们也是取胜的关键。其他时刻，或许您会收到敌人正在散乱行进或者四散行动的信息，那时您要掩藏好己方部队，在他们行进时发动突袭，给他们造成极大损失。其他时刻，在特定地点率领少量部队隐藏，而后突然发起攻击。您也可以在时机合适时假装撤退，而后突然调头攻击敌人。

一些人驱赶牲畜在前，让敌人前来抢夺牲畜，而后趁敌人混乱分散时发动突袭。

一些突袭要在开阔地进行。如果我军与敌军间有一条难以渡过的河流，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造桥梁——骑兵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使用木架搭起平常的桥梁，也可以在小船，所谓的“独木舟”（monoxyla）上搭建浮桥。在桥的两端树立木塔或者干燥的石塔。在必要时，部队可以安然通过桥梁或者在需要时安全撤退。由将军来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多久，借助桥梁攻击敌军或迅速撤退，在离开后要摧毁桥梁。

然而，进行这类行动或者进入敌人领土时，不要焚烧或毁坏您退路上的补给品，以免我军缺粮。

我认为，如果在这样的河流附近扎营，前文提到的桥梁在阵地战中也有用。如果渡河上岸在沿河各处都困难，特别是在敌方控制的一侧如此，您就应当避免渡河上岸，这样您可以在开战当天既不拥挤也无阻碍地行动。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为保证您的部下返回营地躲避时，不必强行穿过桥梁，营地应当驻扎在敌人一侧的河岸。

古时的军事家设计了一系列夜袭，其中的一些手段我们也要向您讲述。当您在距离敌人不远处，大约行军一天就能到达的地方扎营后，派出一两个使团前去和谈。您给敌人和平解决的希望，让他们放松警惕，而后率部夜间行军，在破晓前突袭他们。

有时，如果您想要夜袭敌人，可以连续几天把部队集结到营地附近，仿佛准备阵地决战一般，假装您已经被敌人吓倒，因此不敢离开营地太远，而当他们因此放松警惕后，就可以夜袭了。

我们还记得，在希拉克略皇帝执政时，阿瓦尔可汗就曾经在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亚夜袭罗马骑兵。罗马骑兵拒绝和步兵共同驻扎到防御工事中，因而遭到袭击时没有任何防护。

如果您麾下有忠诚勇敢的士兵，明智的您可以派他们假装逃兵，向敌人报告您的部队士气低落的假消息，而后做出您正往家乡撤退的假象，但仅仅把营地向后移动到不远的距离，组织部队夜袭敌人。

如果有效利用好弓箭手和标枪手——无论他们是否骑马，对敌人的夜袭会格外有效。用他们来对付没有有序扎营、一片混乱且缺乏防护的分散的敌人，无论他们是步兵还是骑兵。

对抗那些不擅长使用弓箭、标枪，热衷近战格斗的民族时也是如此。而擅长使用弓箭、标枪或其他投射武器的敌人却很难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除非他们的营地毫无保护或者过于分散。

这类突袭应当选择月光明亮的夜晚，或者开始进攻时月光或星光足够照明的夜晚，否则部队在黑暗中可能行动困难乃至迷路。

调动部队时，保证部队装备较轻并做好战斗准备，不要携带任何不必要的行李。估计好行进所需要的时间以便在破晓两小时前，抵达距离敌方营地一两里的地点。行进时保持速度均匀，保证士兵的体力不至于耗竭。抵达后，部队就地修正、隐匿，在破晓时分开始攻击敌人。这类夜间行军，必须要准备好对这一地区地形了解充分的向导，以免部队走错道路。全程必须保持绝对肃静，不能吹号或叫嚷。要求部队全体停止或全体开始行动时，可以使用口哨、敲击盾牌或直接发令。

喧嚷混乱或者延展过长都会让战线蜿蜒不齐，因此必须要不间断地叫嚷指令。任何失误都会把部队暴露给敌人，因此部队行进时不能向战线正前方行进，即不能展开成横队行进，而是应当让一个小队跟随另一个小队行进，期间还要保证阵列的厚度。

当部队抵近敌人后，他们应当在掩体下隐藏、休息、整队，并按照地形情况从两个或三个方向发起攻击。他们绝不能从四面包围敌人，这样一来，敌军士兵发现自己被彻底包围后就会被迫向内收缩队列，做困兽之斗，而放开一侧后，想要逃跑的敌人就可以逃走。

如果您发动进攻的部队规模较大，那么发令进攻时就只吹响一两支号角，让敌人误以为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多；而如果您的部队较少，就多吹号角，让敌人误以为面对大军。

您必须保留一支预备队，不要和他们一同进攻，而是在一旁展开，为遭到反冲击的友军提供庇护。

在进攻敌人骑兵时要特别谨慎，就像进行阵地战一样，以免因为敌人收到警告集结起队列反攻，而我方的进攻无法按照计划执行时，您会因为缺乏准备而被击溃。

如果我们的敌人以步兵为主，而您派出骑兵发动攻击，那么您或者会击退敌人，或者骑兵得以安然撤走，毕竟步兵是追不上骑兵的。

但如果我们的对手也准备了骑兵，那么您必须为很可能出现的逆境做准备。

如果要夜袭敌方工事，或者在白昼进攻敌军行进的队列或辎重车辆，您必须委派特定的部队收集战利品，否则若是任所有士兵掠夺，敌人就有机会反攻，让局势陷入危急。

您应当亲自率部进行大规模的突袭，全力发动进攻，不过也可以委派对夜袭有经验的分队长代您指挥。他们的卓绝英勇与机敏足以替您完成任务。

如果攻击时进入了敌人的领土，您打算安然掠夺而不受损失，您必须事先准备，确定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时机包括您已经在阵地战中击败了敌人，或者您认为部队的规模明显大于敌人，或者准备突袭时他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如前文所述。

最重要的是，将军，在进入敌方领土时，您必须考虑部队的补给问题。必须安排好人员和马匹的补给，使用车辆、人员或者其他手段运输，否则敌人会先一步破坏掉补给品，部队会突然间在敌人的领土上陷入窘境。

您不应当试图在敌对领土上夜间行军，除非仅进行一次并保证秘密。这样的行军也许能得以避免敌人发现我军的行踪，或者率先控制要地以便防御，又或者避开敌人通过重要关口。但在进行这类行军前，您必须谨慎侦察前方道路。

俘虏这一地区的一些居民，以获取有关敌人规模和行动计划的情报，确定他们有什么打算。您应当亲自审问这些俘虏，不要推给他人负责。这种审问时常能够获得极为重要且完全出乎预料的情报。

然而不要对叛变者过于信任，突袭时俘虏的人的说法则更可信。叛变者或者俘虏给出假情报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要相信仅仅一个人的说法，而是要几个人给出相同的说法才采信，并重点采信那些在突袭中所俘虏的人的说辞，而非叛变者，如前文所述。您应当把那些号称有秘密信息的叛变者暂时软禁或者送到安全的地点，许诺丰厚的回报，同时威胁他们如果说谎就会被处决。

如果敌人聚集部队，在工事外停驻，就不要派您的士兵出发掠夺战利品，而是要首先迎敌。如果战斗结果有利，就不应该放弃机会，而是趁敌人依然惊恐迷惑之时发动追击，直到将他们彻底打垮打散，或者收到有利的协议与足够的保证。

但如果敌人确实聚集起了部队，却不愿交战，那么就要保证部队在行进时聚集在一起，不要分散队形，同时在周边地区进行破坏。不过如果您希望通过同一条道路返回，而这一地区又没有其他粮秣来源，就不要破坏这一地区的补给，在返程时再设法破坏。

为了避免在异国行进时不至于迷路，您必须在容易迷路的道路和要地设置路标。如果这个地区树木较多，就把路标标在树上，如果较为贫瘠，就堆起石头或者在地上挖坑作为标记。此后士兵能够认出这些路标，就不会迷失。

命令您出发掠夺的部队不要让所有人都参与掠夺，而是分成两支，一支进行掠夺，另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在一旁或者结成阵形随同，保护他们。无论是攻击一个地区、敌人的驻军营地、牲畜群、辎重车辆或者其他目标时，都要注意这一点。全军进行掠夺时，也要以同样的程序进行安保，尽管这样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直接参与掠夺。

然而，如果有机会收集补给，应派部分人进行收集工作，余下的人则结成紧密阵形准备作战。如果所有人都忙于掠夺或者搜集必要的补给品，敌人发动突袭或者伏击，若是他们来不及结成阵线，就再无结成阵线的机会了。

当有必要对斯基泰人或者类似的部族发动突袭，您不必过多怀疑，只要谨慎研究，并侦察树木茂密和崎岖地形。预先确定各旗队，清楚他们的行动顺序，一二三四依次列好，特别是在狭窄地形中突击时。这样一来，各支部队缓慢通过这些地形时，就不会产生混乱。

当需要进行突袭时，如果从两个方向突袭更有效，您就应当将部队分为两支。古人所谓的副将，如今的军阵官，应当负责指挥其中的一支部队，或者交给分队指挥官，又或者由其他军官来发动攻击。必然要有两个军官分别指挥两个军阵。前一个军阵，如前文所述，应当由轻装的军官指挥，不配备辎重车辆。这支部队向前行进十五至二十里，穿过未知的地形从侧面进入这一地区，并开始掠夺，而后与将军本人率领的部队靠拢。将军率领后一个军阵从另一条道路进入这一地区并进行掠夺。两支部队随后继续推进并回合，一路继续掠夺。他们应当在傍晚时分抵达，并在同一时刻开始在当地建造营地。这样的话，进攻就可以安然进行，而敌人被一支部队击退时又会意外遭遇另一支部队，得不到机会重整。

如果进入敌军领土的适宜道路仅有一条，那么就应该按照如下的方法分派部队：一半部队，或者数量较多的部队，以轻装而精锐的部队为主，由副将指挥。他率领自己的护卫旗队，要在全军的前方行进，所部的军官们随同进军。在第一次停驻时，他应当就自己部队规模的实际情况，派出一两个旗队进行掠夺与保护掠夺。

在您最早进入的地区，最好不要派出太多部队掠夺，即使这个区域较为广阔。在后续部队进入后，他们将没有时间集结军阵与当地的敌人作战。前方的副将迅速行动，以类似的方式依次穿过这一地区的其他区域，直到交给他的部队得到了充足的战利品。副将本人应当和其他掠夺部队保持距离，并得到三到四个旗队总共约一千名士兵的保护，直到进攻的结果明朗后，再让这些部队负责警戒巡逻或安保。

在副将处理这些任务时，您本人或者委派进行突袭的军官，有必要跟随前方的掠夺部队行动，将他们聚集起来，向副将或者分队长的方向前进。而副将或者分队长也要进行类似的工作，前来会合并聚拢掠夺部队。无论你们在何处会合，都要在当天建好营地。发动突袭时，你们的距离不应该超过十五至二十里，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同一天抵达同一地点，获取掠夺的补给并建造营地。

进行这类的袭击，不必俘虏敌人试图抵抗的士兵，而是尽可能将他们驱逐或者绕过他们，以免因为他们拖慢速度或浪费时间。这在临时停留时更应注意。

如果您意图占据堡垒、筑垒城镇或者高地或其他要地，不要提早通知士兵，在抵达并准备进攻时再告知他们。

如果您的部队一定要在敌人工事附近宿营，或者在行军时穿过敌人的营地，您应当委派一位军官率领少量轻装部队预先赶到敌人工事门口，压制敌人可能的突然出击。在通过狭窄道路时也要进行类似的预备。

不要试图在敌人工事或者是林地附近建立营地。如果您必须要在这里扎营，就要特别委派警戒哨所，谨慎警戒敌人可能的袭击。营地更适合安排在没有遮蔽，位于高处，而且适宜防守的地点。

当您进入敌人的领土时，重装备，也就是辎重车辆，要在后方跟随，但如果敌军贴近，就把他们移动到队列的中央。

如果有辎重车辆和俘虏，应当和武装好的士兵分开，这样在遭遇敌人进攻时，他们不会妨碍作战部队。您不但要在行军时注意这一问题，在宿营时也应当如此。

在敌人的领土中，没有做好侦察与准备支援部队，就不要贸然派测绘部队向前。从俘虏和逃兵的口中，您可以得到这一地区足够的地理信息。

当部队准备扎营时，不应当让各部队混杂，在混乱中进入营地。然而如果敌人在附近，而且部队中有步兵，就先让车辆进入，而后命令部下按照前文所说的方式挖掘壕沟。所有轻装部队迅速行动的士兵，要在不远处停驻，做好战斗准备。辎重车辆随后有序进入在营地中安置好。当您派出巡逻队后，重盾步兵就可以维持阵形进入其中，按照前文搭建营地部分所要求的那样搭建营地。但如果周边地区没有敌人，就让一个战队做好战斗准备，余下的人员可以全部参加扎营。

如果敌人结成军阵贴近，或者我们位于敌人据点、林地或者崎岖地形附近时，就不要放马，而是把马匹留到营地，但派出侦察部队是可以的。尽可能从周围的村庄收集粮食、干草和大麦。不过如果敌人发动突袭，各军阵应当委派轻装部队，以保护管理辎重车辆的马夫们。

如果您要在这一地区停留一段时间，当前的时节与地点又适合放牧，而且敌人的距离还很远，您就可以放马。在距离较远的位置，委派两重乃至三重的巡逻队，并做好轮换安排。

如果您安排好了负责掠夺的人，那么就只让他们出发。但为了阻止其他士兵混在他们中参与掠夺，就要下令除了负责掠夺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参与其中。在下令后，要逮捕违背命令的人，送交所属部队的军官惩处。这将阻止余下的人开小差加入掠夺，让您没有部队可用，导致全军陷入危机中。

您应当保持清醒与谨慎。如果找到了准备好的面包和酒，不要直接取用，要先让俘虏尝试。如果没有问题，您才允许士兵们取用，但水井、蓄水池、池塘或者其他的存水很可能被污染乃至下毒。有一次，甚至大麦都被下了毒，士兵们因为找不到其他的马料，就取用了当地的马料，结果许多马匹中毒死亡。

向部队下令，如前文讨论行军的部分所说，如果部队中出现了纷扰，他们不应该立即跑去观看或者游荡，而是应当尽快向纷扰发生的区域移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如果确实发生了战斗，他们至少做好了战斗准备，不至于混杂或迷惑。

当您进入敌方领土后，应当时常派出巡逻队，不仅到战线的前方，也应当派出由一位出色军官率领的精锐轻装部队到后方巡逻。这支部队被称为后卫部队，应当配置到十至十五里外，或者合适的距离。他们应当委派巡逻队救助因疾病或其他原因掉队的士兵，以免敌人将落单的他们俘虏。

敌人时常如此发动进攻，特别是行军的士兵走神时，前方的士兵很难赶回来援助他们。记住，如果这样行军，即使是在我国境内，也很有可能让您的士兵们松懈，无视军官的指令。因此，您必须要管束那些不听命令的士兵。

将军，我们之前在《行军》的部分已经和阁下说明过，通过敌方领土中的狭窄和崎岖地形时要如何做。鉴于前文已经详细叙述过，此处再重复一遍未免愚蠢。在紧急情况外，尽量不要松懈地通过密林和崎岖难走的地形，应当做好侦察。但如果事态紧急，您必须要向这些地形后退，如我们在行军的部分所说，做好我们要求的预备工作后再通过这些区域。在敌人的领土上，敌军占据主动权时，这些准备至关重要。

如果敌人侵入我方领土，那么将军，就不要计划在开阔地和他们进行阵地战，特别是在他们刚刚进入时。如果敌人的数量多于我方或者相当，也要进行伏击或使用各种计策来对付他们，或封锁道路，或派出步兵、骑兵、混合部队率先占据要地。同时，也要破坏敌人可以获得的补给品。

如果您准备进攻从掠夺中返回或者准备退回本国的敌军，就在合适的时机进攻吧。那时的敌军在四散掠夺后会疲惫不堪，在快要回到故土时更会格外松懈。

在己方领土上的人不会考虑决战，毕竟有许多保证安全的手段，谁也不会自愿冒险。但越过边境在敌方领土行进时，他们就会高度紧张，宁肯做困兽之斗也不会试图逃跑，因为他们清楚逃跑的危险更大。

因此将军，您有必要时时刻刻保证己方的安全，特别是敌人在附近时。只要您做好防备，敌人就不敢四散到乡村破坏，也无法轻易围攻我方工事，因为他们难免会担心您率部出击。

如果您不打算和敌人在开阔地交战，依然要做好准备，让部队中所有人相信您确定要进攻敌人。当敌人得知此事后，他们会担忧和沮丧。

如果敌人入侵我方领土，而地理条件适宜我方发动进攻，您应当绕道进军，以迫使敌军分兵。

如前文所述，您应当时刻注意地形与距离，这样一来，如果敌人得知这些信息，他们就会进攻进入自己领土的部队，而后，我们的部队再从另外的道路撤走，这样我方就不会和进军的敌人遭遇。我们的尼基弗鲁斯将军就曾采用这种策略。萨拉森埃米尔阿普尔菲尔在卡帕多西亚掠夺时，出兵掠夺塔尔苏斯和奇里乞亚，给萨拉森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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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西亚地区地形俯瞰图。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军队时常要在类似的山地中与阿拉伯军队交战，因此双方都尽可能进行突袭，也尽可能防备对方的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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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西亚地下城。早在赫梯人的时代，当地的居民就在卡帕多西亚群山中开凿岩洞以供居住，而在拜占庭—阿拉伯战争中，这些岩洞也时常用作拜占庭军队的军营或者基督徒的庇护所。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拜占庭军队还是要在野外安排营帐

如果敌人穿过您管辖的区域，您必须要坚壁清野，将所有的生活必需物资集中到坚固的城镇或据点，并把本地的马匹运走，以免敌人抢夺。

如果聚集部队或者物资的地点工事实际上并不坚固，那您必须要预先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点，得到真正的庇护。您必须要检查筑垒城镇或者其他据点的实际情况，这些地方的工事未必坚实。如果敌人企图发动围攻，就秘密调动部队前去支援并保护他们。不要让敌人在开阔地获取补给品，而是要谨慎观察，并伏击那些前来搜寻粮秣的人，将他们俘虏，这样会把敌人拖耗殆尽。

我军进入敌方领土掠夺，或者敌军进入我方领土掠夺的问题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到有用的计策与安保措施，特别是如何利用间谍侦察敌人以及如何逮捕敌人藏匿在我军中的间谍。

将军，您必须详细调查敌人部队的质量。您要以合适的方法和策略来应对。骑兵与步兵的实际阵形以及战场的选择不同，会让军队的战斗力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缺乏经验的人的估计或许会和实际情况相差极大。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会举例说明。

假想一个六百人见长、五百人见深，共三十万名骑兵的骑兵队列。军阵中每一匹马占三尺宽，军阵总宽度就是一千八百尺；每匹马前后占八尺，总深度就是四千尺。这个长方形的军阵一千八百尺宽、四千尺深，占地七百二十平方尺，周长是一万一千六百尺。在这个区域，三十万名骑兵紧密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分开得更宽，您就要估计他们展开后与紧密阵形之间的距离差，而后从占地面积来估测敌军规模。

如果我们将这三十万人集结成一横排，每匹马都占三尺宽的空间，总宽度就是九十万尺。这是他们使用紧密队形时的情况。但如果他们展开阵形，占据的空间要比这大得多，而对误以为他们使用平常阵形的侦察者而言，他们的规模看上去就要比实际大得多了。而如果他们在坡地或丘陵地区行军，估计就更加困难。

结论就是，如果您希望夸大自己部队的规模，就尽可能减小我方的纵深或者保持较远的距离，让部队展开。古时的军事著作提到步兵在阵形中每人占据四腕尺的空间，但紧密阵形时收缩成两腕尺，结成盾阵时则进一步收缩到一腕尺。使用这种手段，机警的斥候可以和估计骑兵数量一样，通过军阵占地面积估计步兵的数量。

因此，既然阵形和组织上有如此之多的变数，将军，您绝不能派缺乏经验的人独自进行侦察。您也不应当相信间谍或者巡逻队的一面之词与报告。在人数超过两三千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有效估计军队的规模，对那些带大量马匹行军的民族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有必要把这一任务交给有经验的人负责。

您不应该被列成一横排行动的少量部队吓倒，将其误认为是大规模的部队。若是其纵深并不厚，他们的数量就不会太大。派间谍查清他们的军阵纵深，弄清后面的究竟是辎重车辆，还是作战部队。

弄清叛变的人、敌人的俘虏以及通过狭窄道路时的情况，还有敌人军营的情况——若是双方军营恰巧相距不远，都能够提供敌方部队规模更准确的估计。

如果地方军营没有准备工事，派少量部队作为巡逻队监视那些战场中的狭窄区域。在开阔地指派的巡逻队人数要更多，范围要更广，而且各部队要保持联络。夜间巡逻时更应该如此，若是敌军意图规避我方的哨探，就在他们选定的区域发动夜袭，巡逻者如果不足，就很可能无法发现敌军。因此，巡逻队要频繁轮换，接连不断，并保持到各个合适的位置。

也应该注意，派那些敏锐机警的出色斥候紧密侦察敌人的驻地和动向。这些人必须使用轻武器，骑乘快马以便迅速行动。哨探或者间谍必须抛开畏惧向敌人所在地进发，这样才能收集到他们实时的情报。巡逻队中的士兵必须可信，而且他们的外形也必须相对健壮，还要勇敢且装备精良。这样他们就能够尽可能返回汇报情况，即使不幸被俘也足以震慑敌人。

巡逻队的队长要机警敏锐，经验特别丰富。巡逻工作对勇敢的要求，远不及机警与敏锐。

当得知敌人距离依然较远时，就仅在需要得知敌军特定动向、道路情况与地区工事情况时派出间谍。

当您发动突袭以获取俘虏时，下令间谍混在巡逻队中。他们应当率先行动，从高处的隐蔽地点进行侦察，跟随的巡逻队将会得到间谍的指引。

在情况不利时，不要只派一队巡逻队或侦察兵向一个方向侦察，而是要依照实际的地形情况，向几个方向侦察并做好轮换工作。他们之间应保持较大的距离，这样就算敌人避开了其中一支，其他的巡逻队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第一批巡逻队的人数应当较少，第二批人数有所增加，第三批则进一步增加人手。

命令巡逻队不得坐下或躺倒，如果他们在巡逻时怠惰，就很容易被杀。坐下或躺倒很容易让人入睡，若是有了困意就很难再清醒。即使一些人许诺整夜保持清醒，也不要依赖他们，毕竟人的天性如此。为了保证安全，不要忽视巡逻队的安排，要依次准备好，让所有巡逻队的士兵保持站立。

站立会排解困意，站立的人也更为警惕。不过在必要时，还是要换下那些精力耗竭的人，将夜间分为几段，让他们轮换值班。如果他们在保持清醒的问题上疏忽，敌人就可以轻易杀死他们。

您必须亲自检查巡逻队并估量他们的表现。也要委派相当可信的军官监察他们的工作。他们若是疏忽，就必须严厉惩罚，因为这是危及全军的行为。

我认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斥候在敌人进入视线前就能够通过特定的迹象估计敌人的规模，比如敌人营地的大小以及马匹的大致数量。他也应当能够从人畜粪便的情况中估计敌人通过这个地区多久了。

如果您安排好营地，并挖掘了壕沟或使用石墙加固，而您认为让骑兵居中更合适，就不要把巡逻队派到太远的地方，以免马匹疲惫。

您应当尽可能让巡逻队抓获一些俘虏，他们应该像打猎一样，预先在暗处侦察敌人。可以让少数人暴露并诱敌，而其他人则利用地形悄然包抄，这样一来，在诱敌者成功后，大部分隐藏的部队就会出来发动进攻，甚至为此花费一夜时间也值得，特别是在敌军距离较远不太可能大规模行动时。

一个明智的策略是，安排巡逻队的计划不但要对敌人保密，也要对其他己方部队保密。这样一来，如果您的部队中有人叛逃投敌，不知情的他们就会被巡逻队抓获。

如果您想逮捕敌人的间谍，就将这个任务交给您的军官来负责。让各部队的军官向他所部的士兵和其他人下令，在次日，日出第二或第三个小时之后，无论是士兵还是马夫仆役，所有人听到号角声都要立即返回自己的营帐，任何留在营帐外的人都要接受处罚。在所有人进入营帐后，军官在营帐外值守，这样他们就能逮捕仍在营帐外游荡的人。各小队也要拘捕那些闯进营帐的外来者，把他们交给所部的军官处理。这样间谍就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在营帐外游荡，因为不知道往哪里去而被抓获，或者是冒险闯进某个小队的营帐，那么陌生的他就会被交给该小队的上级军官处置。如此擒获的人都要羁押起来，无论他们看上去是异族还是罗马人。应当审问他们以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全军，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聚集在营帐时，可以迅速完成这一任务，也可以在各个战队的营帐中进行迅速自查。

我们提到的间谍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侦知，您应当准备好一系列的指令或者信号来分辨他们。在靠这些方式抓获敌人间谍的同时，也可以让我方士兵习惯于听从指挥、遵守指令，因为那些疏忽懈怠的人也会因此遭到惩处。如果军官给士兵们下达一个口令，而间谍不知道口令，在调查时很快就能将他发现。也有必要给士兵下达口令和其他指令，特别是在休息时，让他们习惯于遵守指令。

不要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来处置间谍。如果您相信自己的部队实力远不及敌人，就要杀死间谍或将其转到坚实的堡垒严加看押。然而如果您的部队规模庞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雄厚、境况良好，而且官兵均杰出、勇敢和老练，就向间谍展示您的军容。请间谍自行观看。如果您照做，让间谍得以返回，这样做绝非错误。在返回后，间谍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报告给同族。清楚了对手的强大实力后，听闻者往往会惊恐；而得知对手实力羸弱，听闻者则会愈发胆大妄为。因此，如果您实力不足，就处理掉间谍，但如果实力雄厚，就让他们返回，让他们把消息带给同党，使敌人胆怯畏缩。

如果敌人的逃兵前来向您报告他们将在什么时候进攻，或者给您指引道路甚至引领您去您之前不清楚的捷径，不要盲目地相信他们。您应当扣押他们，并如此应对：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就会得到慷慨回报和馈赠；但如果撒谎，借此让他们的部队得以对我们发动攻击，就让已经被捆绑的他们清楚，让我们陷入危险的代价是立刻死亡。信任一个逃兵的前提条件，就是把他掌控到自己手里，无论敌我均是如此。就说到这里。



第十八章

各民族和罗马人的阵形

[image: Figure-0138-0027]


◎　罗马士兵浮雕，出自罗马的奥列留石柱。拜占庭帝国使用的步兵阵形保留了罗马盾阵与马其顿枪阵的一些特性，而骑兵的队列则与古典时代的情况大不相同

接下来，我要向您讲述其他各民族使用的军阵以及罗马军队由古至今使用的对抗各民族的阵形。了解这些后，您不但能在适宜的时机使用适宜的计策迎敌，也能够设想更多的策略。机智的指挥官在战机出现时绝不会仅仅照搬旧计策，而是会有自己的设想。

持续进行战术动作训练对士兵十分有益，然而敌人也可以派出间谍了解情况或者从我方的叛逃者那里收集信息。因此，即使我们按部就班，谨慎训练使用计策也未必会有效果。

事实上，我们前文讨论的训练已经足够。这种简洁的训练足以在必要时转变为其他阵形，又能够免于泄密。

如果有进行额外训练的机会，有必要让每一支部队，也就是各分队、中队或旗队，自行演练阵形与队列变换。训练前文所说的实用阵形以及一系列未必使用但在特定场合有效的变阵。

各阵形及其训练应当以特定的方式标明，让受训的士兵们清楚不同阵形的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疏忽而使用他们不了解的词汇。战时下令变阵时，他们必须清楚指挥官的计划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三重阵形，这种阵形很有用，罗马人也时常使用。这种军阵的部队不进行区分，也就是不分突击部队与防卫部队。部队集结成一整条战线，并非分成三个军阵，而是分成两个，两翼的部队发动包抄，向中央会合，在开阔地包围敌人。而后右翼部队向外、左翼部队向内交错而行。骑兵要时常进行这种队列变换。

另一种阵形是集结成一条战线，分配好突击部队和防卫部队。这种阵形要分开各军阵，相隔二百尺或四百尺。突击部队发动冲击，而后发起追击或者返回。有时他们会向军阵的间隙行进，也就是通过战线中的间隔，与防卫部队会合，而后再一同发动冲击。有时他们也会掉头通过返回时的间隙，在军阵的两翼出现，所有人都返回原来的位置。

还有一种阵形是把部队集结到一条战线上，以中央的军阵为防卫部队，以两侧的部队为突击部队。保证他们的速度均匀，就像在追击时一样，而中央的军阵作为防卫部队紧密跟随，两翼的突击部队则前出进攻。而后在后退时，军阵远端的部队或者停下，或者减速，而近端的部队调头向防卫部队方向依次回撤，直到远端的最后一支部队也得以全速向防卫部队方向撤退，而已经后撤的部队再迎上去与他们会合。这样他们可以依序完成后撤，不至于自乱阵脚。

另一种类似的阵形中，部队以完全相反的方式部署，中央的军阵作为突击部队，而两翼的军阵作为防卫部队，余下的机动方式完全一致。

最后，在我看来，罗马人惯常训练的阵形足以应对任何敌人。集结成两条战线，前方的战线作战、后方的战线支援，分配好突击部队、防卫部队、侧卫部队、包抄部队、突袭部队和后卫部队，如前文所述。

因此，有必要让部队适应前文所叙的所有不同阵形，这样我们实际使用的阵形也就无法为外人所知。在前线部队训练时，不要让第二条战线的部队就位，而且不要让侧卫部队、包抄部队、突袭部队和后卫部队一同行动。这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军阵。此外，在第二条军阵的位置停驻少量骑兵代替第二条军阵，让第一条战线的部队习惯在后退寻求支援时的行动距离。同样，您只要在第一条军阵的位置布置少量人员，也就可以独自训练第二条战线了，让士兵们习惯协助第一条战线后退寻求庇护的士兵。

侧卫部队和包抄部队可以在作战前进行单独的列阵与训练，让士兵们习惯他们机动方式的同时，不让敌人得知我方实际的部署情况。首先，包抄部队，也就是配置在右侧，用来包抄敌人的部队或者要在右翼的后方部署，或者在右翼的更右侧结成平齐的军阵。无论他们是在侧翼还是战线集结，在进行包抄时，他们向长枪一侧转向，前出到我们要求的距离，而后向他们原配置的位置后退，就此包抄敌军的战线。

同样，集结到军阵左侧的侧卫部队也应当以类似的方式向盾牌一侧转向，前出到我们要求的距离，而后向他们原配置的位置后退，迅速和对向的包抄部队抵达同一条线。

我们已经向您说明了各种阵形，将军，这样在和平时期您也可以让部队熟悉这些阵形，进行训练，并就此了解一系列的使用经验与战术。这样，在需要作战时，您就会清楚哪一种阵形更有效。

我们将会向您提出一系列的变阵让您进行训练，作为己方或者假想敌的阵形。罗马人通过和各民族的交战了解了这些阵形，我们希望您熟悉这些阵形，并在敌人使用这些阵形时，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合适的应对手段。

因此，将军您要注意，仅您一人积极工作、热爱家乡、守卫基督并愿意为此放弃生命是不够的，您麾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要愿意奋战才行。愿那些高尚者保持高尚，那些在训练时没有展现如此信念的人，您就应当尽可能激励他们，让他们热爱故土，听从指挥——无论是出于爱戴还是畏惧。

他们应当能够承受高强度的体力消耗，为祖国奋战。

不过，对您而言，实现绝大多数的目标要靠计划和策略以及军队的纪律，而不是大胆和莽撞。

让所有为天主基督、家人朋友、祖国故土和基督教教友奋战的人，习惯干渴、缺粮、严寒、酷暑，并在各种灾难面前保持勇敢。因为你们的奋战将会得到上帝以及神选的陛下的奖赏。事实上，我们也在为你们而焦虑，理解你们的艰辛。

若是不幸有不利的事情发生，绝大多数情况下您都要尽可能向敌人掩盖消息。在不利时保持勇敢和坚定，展现高尚而非畏惧才能扭转局势。

有一些民族，比如波斯人，曾经和罗马人作战。当他们陷入逆境时，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和谈以求自保，而是等待敌人提出。他们的忍耐力就是如此之强。

我们此处将再次简短重复我们此前说过的事，让您的部队按照前文所述的要求整备武器。您应当重点保证获取大量的弓箭。对抗萨拉森人和库尔德人时，弓箭是强有力且高效的武器，因为他们就是靠箭术来取胜。

事实上，面对射出箭矢后无法防御的弓箭手或者骑兵的马匹时，我方使用弓箭打击将极其有效，能够大大损害敌人。当他们高度依赖的马匹因为持续的投射倒下后，那些之前还热切期盼着骑马出阵的萨拉森人的士气就会彻底崩溃。

萨拉森人出征并不是为了服兵役，而是因为热衷获取财富与肆意妄为，或者说，为了劫掠抢夺与维护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他们的妄信。因为这个原因，当他们处于逆境中时，他们会认为这是神意让他们失利，无法迅速从其中恢复。

当您出发作战时，不要在没有做好防御工事的情况下随意扎营，特别是在敌人的领土时。当抵近敌人后，挖掘壕沟并搭建木栅，让其尽可能紧密，这样在战事不利时就可以将其用作庇护。

我下面将简短解释阵形的进一步变化。一种阵形集结成三个人数相等的军阵，如前文所述，即左军阵、中军阵和右军阵。依照实际情况，在中军阵配置四百到五百名精锐士兵。这种阵形的深度没有必然的规定，而是要把各部队的骑兵集结成前后两条战线，各军阵的第一条战线部队数量相当，并使用紧密阵形。把重装备和辎重车辆留到战线的正后方。如果您集结好阵形，战斗已经展开，您面对的敌人使用长枪，您就要把部队调动到崎岖的地形上，使用弓箭打击敌人，因为在崎岖的地形上，长枪兵将会被迫分散开，难以结成枪阵发动冲击。

如果敌人非常好战，那么在开战前一天，您应该主动推迟交战，在难以进攻或通过的地形扎营，特别是得知敌人准备开战时更应如此。而后，在开战当天，特别是在夏季，在下午最热的时段和敌人交战。在这个骄阳似火的时节，敌人的凶悍与昂扬早已被耗尽了。

这样的阵形，如前文所述，是要由谨慎布置的步兵阵列来担任第一线，将长枪部队配置到平坦开阔的区域，也要做好迅速进行肉搏战的准备，因为在这样的密集队列近战中，弓箭手很难起到效果，又没有长枪或盾牌来参与格斗。

如果双方的战斗以紧密队形进行，而他们被击退并开始逃跑，若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撤退时变换队形，他们将会遭受极大损失。

使用包抄部队进攻敌人的侧后，会给敌人极大的打击，除非他们准备了足以抵御包抄的侧卫部队。

因此，为了避免部队过于分散，有必要在平坦地形上部署这类阵形，避开沼泽、壕沟和灌木丛。

开战当天，当军队列阵并准备完毕之后，只要决定进行阵地战，就不要拖延。

有必要确定在交战期间，在什么情况下以近战为主，什么情况下以箭矢为主。敌人的军阵是否紧密、稳固、行动迅速，若不是，缓慢进军并持续投射将杀伤许多敌人和他们的马匹。

如果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战斗在相对崎岖的地形进行，那么一定要集结步兵和骑兵。不平整的地形绝不可以单独展开骑兵部队。

长枪队进攻弓箭手时，会因为箭矢的打击严重受损，除非他们队形严整，不肯分散，而且他们也很快会被迫停止作战，因为长枪兵必须要在平坦地形作战。

如果将军得知自己的部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就不要和敌人进行阵地战，而是应当安排伏击，使用袭扰或者突袭。他应当以安稳合宜的方式在有利地形布置，这样敌人就都无法得知您为何推迟阵地决战。若是言明，敌人会愈发胆大，己方的士气则因此受损。

调转方向反击时，不应该进攻敌人正前方的部队，应该进攻敌人的侧后。一些民族，比如波斯人，不肯变阵，因而时常会把后方暴露给进行有序撤退的敌人。然而，如果部队在撤退或者伪退时，回头攻击追击者坚实的前线，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进行追击时，一些民族，比如托尔克斯人，往往自己会陷入混乱，因此在撤退与调头时维持良好秩序的部队可以给他们极大的杀伤。

其他民族在追击时则很谨慎，会维持他们的阵形。因此部队在调头反击时应当注意不要攻击他们的正前方，而是要攻击侧后，如前文所述。

我已经提过托尔克斯人了，那么不妨在此讨论他们如何作战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他们作战。我们会写下一些他们作为我方盟友作战时，我们了解的情况。当时保加利亚人背叛了和约，在色雷斯乡村进行掠夺。他们因为背信，遭到了天主基督，世间万物的君主降下的惩罚。当我们的部队正和萨拉森人作战时，神意让托尔克斯人代替罗马人与保加利亚人作战。陛下的舰船支持他们，让他们渡过多瑙河，与保加利亚人的军队作战。那些与基督徒作战的恶人遭到了三次惨败，这样身为基督徒的罗马人就不必沾染同为基督徒的保加利亚人的血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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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大同小异，他们有一大批的领导者，也不进行任何耕作，仅仅过着游牧生活。只有保加利亚人和托尔克斯人拥有类似的军事组织，因而部队在单一军官指挥下，将比其他的斯基泰民族都要强大。

然而保加利亚人已经接纳了基督，和罗马人拥有同样的信仰，只要他们不背信，就不应该和他们主动开战，进攻他们是违背上帝的意愿。如今，我们成了信仰相同的兄弟，他们也许能听从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就不必详细叙述他们作战的阵形以及我们和他们作战时应该使用何种阵形。

我们会讨论托尔克斯人和他们的阵形，他们和保加利亚人的作战方式大同小异，甚至可谓完全相同。托尔克斯人数量众多，保持独立。他们把战场上的英勇看得比财富和其他一切荣誉都重要。

这个民族有君主政府，他们的首领以残暴来对待反对者。他们统治的基础不是爱戴而是畏惧，因此能够承受劳累与艰苦。他们不畏寒暑、不畏饥渴，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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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罗菲冈之战，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



托尔克斯人时常惹是生非，而且自行其是。他们心怀敌意，不敬上帝。在对财富无尽的贪欲的驱使下，他们蔑视誓言，也不遵守他们定下的协议。礼物无法满足他们，甚至在收到礼物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考虑背信了。

他们狡猾地选择时机，依靠欺骗、突袭与断粮对付敌人，而非依赖蛮力。

他们装备刀剑、盔甲、弓箭与长枪。因此在作战时，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两套武器，手持弓箭，把长枪挂在肩上。他们在必要时能够使用两种武器，但遭受追击时，他们的弓箭最有效。

他们不但自己穿甲，显赫者的马匹也会在前方挂上铁甲或者填充甲。

他们会花大量的精力训练骑马射箭。

他们会带上大量的战马以及母马、小马随行，借此获得马奶，还能够夸大部队的规模。

他们扎营时并不像罗马人一样准备工事，在开战的前一天都和自己的部族一同居住。他们在夏季与冬季都会放马。在备战时，他们把必要的马匹带到毡帐附近拴好，在开战时趁夜出发。

他们会把几批斥候配置到相当的距离之外，因此很难对他们发动突袭。

作战时，他们不像罗马人那样列出三个军阵，而是散乱集结，各部队间距离不大，仿佛一整条战线一般。

在战线外，他们还会部署部队来伏击疏忽的敌人，或者部署预备队支援战况不利的区域。他们把辎重车辆布置在战线后，左侧或右侧一两里之外，派少量人员防护。

他们时常会把多余的马匹拴在后方，也就是战线后面，作为保护。他们的军阵列数没有确定的数量，因为他们认定军阵的厚度比宽度重要，因而保证前沿组织平整和紧密。

他们喜欢在一定距离外作战，发动伏击、包抄、诈败、调转方向、分散行动等。

当他们击退敌人后就会忘掉一切，全力追击。他们所考虑的是追击本身。他们并不和罗马人与其他民族一样在追击时保持距离，或者热衷掠夺财物，托尔克斯人会毫不留情地追击，无所不用其极，直到他们的敌人彻底毁灭。

如果他们追击的敌人躲进了工事，他们就会谨慎安排，让工事中的守军缺少粮秣。他们会耐心等待，直到守军因为缺少必需品而崩溃，或者接受有利的条件。他们起初的谈判条件会相对慷慨，但如果对方同意和谈，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地提出苛刻条件。

托尔克斯人的特质与保加利亚人的差异，仅仅在于后者接纳了基督教，开始接受罗马人的性格。他们开始敬神后，放弃了旧日的残忍与游牧生活。

敌对的托尔克斯人会因为缺少牧草而付出极大的损失，因为他们带大量的马匹随行。

作战时，结成紧密阵形的步兵可以给他们的骑兵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不肯下马，而且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也不擅长步战。

没有任何遮挡的平地也对他们不利，而且他们也畏惧大批骑兵以紧密阵形追击。

近战格斗也能够杀伤他们，保证了安全的夜袭也是如此，我方的进攻部队要维持阵形，而余下的部队则继续隐匿。

他们中若是有人叛逃到罗马人这里，他们也会付出严重的损失。他们清楚自己民族的多变、贪婪与混杂，因此不会多么看重亲情与团结。

当一部分人开始逃跑，并得到了我们的友善接纳后，很快就会有另外一大批人追随，因为他们嫉妒那个投敌的人。

现在，当您准备出发和他们决战时，您必须首先准备好大批警戒部队，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应太远。而后做好遭遇逆境时的安排，也就是如果您的部队被敌人击退，要如何安排。寻找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躲避的据点，并准备可供几天食用的粮食，必要时还要准备草料，更重要的是充足的水。而后安排辎重车辆，如前文所述。

如果有步兵部队可用，特别是在最初交战时，在部队习惯了与这些敌人交战后，按照前文提到的，骑兵部署在步兵后方的阵形列阵。

如果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只有骑兵，就按照前文所说的纯骑兵阵形列阵。

把大批善战的部队配置到侧翼。在后方，保证所谓的防卫骑兵数量充足。追击时，突击部队不应当和防卫骑兵拉开超过三四箭地的距离，更不应该和他们脱离。应当集结军阵，尽可能在平坦开阔的地形发动集中攻击，避开密林、沼泽或者洼地这些可能让托尔克斯人得以部署伏兵的地形。

在军阵的四个方向之外都要布置斥候。

如果可能的话，将战线布置在难以涉水通过的河流或者沼泽与湖泊的前方，这样，我军的后方可以得到安稳庇护。

如果战斗对我方有利，不要仓促追击敌人或者疏忽。这些敌人和其他民族不同，即使在最初失利后也不会放弃，而是依然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突袭，直到被彻底打垮为止。如果军阵是以步兵为主的混合军阵，您依然要给马匹准备好草料。毕竟当敌人贴近时，骑兵是无法派马夫出去割草的。

因此，如前文所述，托尔克斯人的战术和性格，与保加利亚人是大同小异。我们进行这一部分讨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您要准备和托尔克斯人作战，毕竟他们既不和我们相邻，目前也没有和我们开战，反而期待臣服于罗马人。即使如此，您依然要了解他们的各种阵形与战术手段，以便在需要时能够用来对付敌人。丰富的经验会让人发现有用的新计策和阵形。而后，在时机合适时，做好了训练的部队就可以以合适的方式应对敌人。

有一些民族，比如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此前不敬上帝，但此后接受了基督徒的正信。一些人对我们保持着友好，还有一些人直接臣服于我们的皇帝陛下。他们的战术不同寻常，一些源自他们的传统，一些则是在实战中发展出来的。将军，我们向您描述这些并不是因为要和他们开战，毕竟目前他们和我们保持着和平，是教友，也是盟友或者臣属。我叙述的原因是，通过了解他们以及他们对手的战术与组织，您可以模仿他们，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应用。这样在必要时，您就能够迎战以这类方式与您作战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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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扎尔人袭击保加利亚，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拜占庭资料所谓的“托尔克斯人”（Tourkos）通常指马扎尔人，即此后的匈牙利人。这幅细密画颇为有趣的是，因为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年代较晚，图上的“匈牙利人”使用的都是西欧重骑兵的夹枪冲锋动作

此前斯拉夫人居住在伊斯特河，即我们所谓的多瑙河的对岸，罗马人向他们发动了战争。当时的他们，在没有渡过伊斯特河并接受罗马人的统治之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但我不会让您忽视他们惯常的作战方式和习俗。正如我所说，我要收集一切信息，尽我所能向您阐述，就像蜜蜂一样，采集所有的精华。

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相当重视自由，但如今的伦巴第人已经基本失去了这一品质。
[2]

 即使如此，他们和法兰克人都格外大胆无畏，在作战时易于冲动，厌恶任何柔弱，甚至连稍微后退都视为屈辱，认定这与溃逃无异。因此他们无论是在马上还是步行进入格斗时，都能慷慨赴死。

如今，如果他们遭到骑兵的压制，他们会下达预先设置的指令，全军下马步行列阵。即使数量比敌方的骑兵少，他们也会无畏奋战，不肯退缩。

他们装备盾牌、长枪以及用肩带挂住的较短的剑，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把剑挂在腰间。

他们热衷步战，冲锋时也更为莽撞。无论是步战还是骑马，他们都不像罗马人一样集结固定的阵形，而是按照他们的部族、亲属或其他关系集结，更常见的情况是集结到宣誓效忠者麾下。结果就是在境况不利，他们的朋友被杀时，他们会奋战为他报仇。

战斗时他们的前线布置整齐紧密。无论是骑马还是步战，他们的冲击都冲动而不可控制，仿佛无所畏惧。

他们时常不听命令，特别是热衷自由的法兰克人。他们仅仅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出战，仅仅在和封君约定的时期服役。如果超期服役，他们就会怀恨在心，并擅自返回家乡。

他们生活随性，不喜欢任何复杂的安排，也不在意任何有利的安保与计划。他们也不追求秩序，骑兵尤其如此。

贪婪的他们很容易用钱财收买。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了此事，那些从意大利前来贸易的人时常如此声称，而那些与他们混居甚久的人甚至会沾染他们的野蛮性格。

他们厌恶艰苦劳累，尽管胆大莽撞，他们的身体却柔弱放纵，无法承担辛劳。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忍受寒热阴雨，也无法忍受饥饿，特别是不能没有酒，也不能忍受推迟战斗。

当进行骑兵作战时，崎岖多树的地形会妨碍他们，因为他们擅长在平地持枪迅速冲击。

他们很容易被侧翼或后方的伏兵袭击，因为他们向来不布置哨兵或者其他安保措施。

他们的队列很容易因为诈败而松动，突然调头反击会轻易歼灭他们。弓箭手发动夜袭时常带给他们相当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扎营时一向很分散。

过去，和这些人作战的军官清楚他们的行事风格，并没有集结部队进行阵地决战特别是交战初期，而是使用精心布置的伏击和偷袭以及其他明智的军事行动，或不断拖延并推迟交战，或假装提出和谈拖耗时间，通过缺乏补给或者寒暑之类的其他因素，让他们不复斗志昂扬。

在崎岖难走的地形扎营，对使用拖延作战或者其他手段最为有利。法兰克人作战依赖骑枪，因此无法有效攻击这些崎岖地形的敌人。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准备就决定开战的话，应当按我们前文所说的方式列阵。

斯拉夫各民族的风俗与生活方式相近。他们保持独立，完全拒绝奴役与统治，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多瑙河对岸故地的人们。当他们离开那里，来到这里后，便被迫沦为奴仆，即使如此，他们也依然不肯完全服从他人，而是保持一些自己的习惯。他们宁肯被本民族的领袖杀死，也不愿意向罗马人臣服并为他们服务，即使在他们接受了斯拉夫语言的洗礼后。直到现在，他们依然保持着古来有之的强烈独立性。

他们人数众多且吃苦耐劳，能承受暑热阴雨，能忍饥挨饿，也能赤身露体。

我的父亲，罗马人的独帝，已在天国的巴西尔，劝说这些人放弃古时的习俗成为罗马人，按照罗马人的标准臣服于统治者，并让他们得以受洗，从奴隶主的手中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军，与罗马人的敌人作战。结果就是他让罗马人得以免于此前斯拉夫人频繁的暴乱，以及古来有之的各种侵扰和战争。

斯拉夫人的部族——我不知道应当如何准确表述——极度好客，即使现在他们也不肯抛弃这一习俗。他们对踏足他们土地的旅行者礼貌和善，保护他们安全通过，让他们免于侵害的同时，还给他们充足的饮食，把他们引荐给部族里的每一个人。而外来者因为主人的疏忽而受损时，引荐他们的人甚至会和主人开战，为他报仇，如同神圣义务一般。

此前他们就有另一个怜悯他人的习俗，他们不会无限期关押他们的俘虏，而是会定一个期限，过了期限后让俘虏选择，是拿一些补偿后返回故乡，还是留在这里作为他们的朋友，以自由人身份生活。

他们的妇女的感情格外深沉。许多妇女在丈夫死后痛不欲生，宁肯自杀，也不愿在寡居的痛苦中生活。

他们采食野谷，只要有少量的食物就能满足，厌恶耕作。他们宁肯因自由闲居而贫困，也不愿为美食与钱财而劳碌。

此前他们使用短标枪或者其他投掷武器，每人两支，余下的人使用与长盾类似的厚重盾牌。他们使用木弓，在箭矢上涂毒，效果极佳。如果中箭者得不到解药或适当的医治，又没有立即挖掉受伤的肌肤以免毒液扩散，将会毒发身亡。

他们喜欢在植被茂密、地形崎岖的地方定居，依托地形庇护自己。

此前，在讨论突袭和伏击的部分，我们阐释了罗马人伏击他们的方法。现在，将军，即使您不是要伏击他们，而是要伏击其他类似的蛮族，若是您从这些方法中有所收获，就如同预先受过训练一样，那么在迎战敌人时您将有备无患。

我们已经讨论过各种异族的作战阵形和部署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将尽可能讲述萨拉森人——目前罗马世界的敌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作战时使用什么武器？使用什么战术？我们要如何准备和他们作战？

萨拉森人就是阿拉伯人，此前居住在所谓的“沃土阿拉伯”
[3]

 ，但此后散布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们原本是来寻找土地居住，但此后，在穆罕默德传播了他们的信仰后，他们就用武力占据了这些省份。事实上，他们还乘虚而入，夺取了波斯人此前曾大肆破坏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领土。

他们尊敬他们的神，但对我们而言就是渎神。他们不肯称真神基督为神与救世主。他们宣称我们的神是一切厄运的创造者，还宣称发动对外战争会让他们的神欣喜。他们坚称自己的律法不可违背，就此让身体肥胖，让灵魂堕落。因此，作为正统信仰、真神与法律的护卫者，我们要和这种亵渎者作战。

他们使用骆驼、驴和骡子驮运辎重，而不是使用车辆。他们在军阵中使用军鼓和铙钹，他们的马匹也习惯了这种喧嚷。这样的噪音会惊扰他们对手的马匹，让它们逃跑。此外，马匹第一次见到骆驼时也会惊愕迷惑，不敢上前。

骆驼队和驮畜时常让他们显得人数众多。他们把牲畜放在军阵中，树立起大量的旗帜，仿佛这里有大批部队一般。

居住在炎热地区的他们不畏暑热。

他们的步兵，所谓的埃塞俄比亚人，在骑兵前方列阵，这些人没有护甲，如同轻装部队一般。他们携带弓箭，射箭时，对手将难以抑制出击歼灭他们的欲望。

在他们的领土附近开战时，他们让步兵骑乘自己的马匹行动或者坐在骑兵后面行动。他们使用各种武器：弓箭、刀剑、长枪、盾牌和斧。他们全身披甲，有链甲、胸甲、头盔、护胫、护手以及所有罗马人使用的护具。他们喜欢在腰带、马衔铁和刀剑上附加银饰。

他们在追击或被追击时也依然保持阵形。然而如果他们解散了阵形，就彻底无法协同、无法重组，只想着逃命了。

他们在胜利在望时愈发大胆，但在胜利无望时极度怯懦。他们声称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即使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遭受挫败，便不会继续抵抗，因为这是神意。在逆境之中，他们会彻底失去斗志。他们睡得太沉，因此很怕夜战，以及一切和夜晚相关的活动，特别是在敌方领土行动时。他们将会向坚固的工事撤退，设置守夜的岗哨，或者给营地做好安保措施，以免敌人夜袭。

他们传统的阵形为方形，因此颇为坚固，很难被对手打散。

他们在行军时和交战时都使用方阵。他们也在很多方面模仿罗马人。他们似乎在和其他阵形交锋时积累了经验，在和罗马人交战时遭遇的阵形，也会被他们用来对付罗马人。

在军阵中，他们保持镇定，不会被对方的频繁攻击惊扰，也不会因为拖延而松懈。

他们在军阵中屹立不动，即使是进攻者向他们投射也毫不动摇。当发现敌人的体力不足时，他们就会奋起攻击，不仅在步战时如此，在海战中船舷相接时也是如此。敌人投射时他们使用盾墙，投射结束后，他们就会迅速行动起来，集体冲锋并进行格斗。因此和这些人作战时必须要做好各种情况的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善于细心谋划并信奉谋略，我们的军官向他们发动进攻时，往往会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得知此事也是因为之前的皇帝们，特别是神圣的父亲时常与他们交锋。

这个民族畏惧寒冷、严冬和暴雨。因此最好在这类恶劣天气下袭击他们。他们的弓弦会在潮湿中松弛，而寒冷会让他们动作迟缓。他们若是在发起侵袭或掠夺后遭遇这样的天气，往往会被罗马人击败。

因此他们在晴好天气和温暖的季节，特别是夏季，往往会集结起部队，和奇里乞亚的塔尔苏斯的居民一同发动进攻。其余的季节，只有塔尔苏斯、阿达纳和其他奇里乞亚城市的居民才会进攻罗马人。

因此，有必要在他们出发掠夺时发动反击，特别是在冬季。如果部队停驻在附近不易被发现的位置，就能将他们诱出歼灭。当我方发现他们出发后，就可以发起进攻并歼灭他们，也可以等到大部队集结起来，整备完毕后再进攻。

如我们屡次指出，进行阵地战是充满危险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即使我方部队明显多于敌军时也是如此。

他们并不是通过名单来征召士兵，而是自行带着全部随从前来，富裕者认为为国捐躯是值得的，而贫穷者则希望借此获取战利品。他们的追随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后者更多——则为他们整备武器，仿佛和他们一同作战一样。由于他们身体上的虚弱不足以让他们使用武器，他们认为给士兵整备装备是一种荣幸。这就是萨拉森人，野蛮而妄信的民族。

当然，罗马人不应该仅仅考虑这些问题，士兵们也要保持坚定，不参加战斗的人也要和他们一同备战，因为这些敌人亵渎了全世界的君主，天主基督，他们必须要竭尽所能通过提供装备、资金和接连不断地祈祷，来支援战争，甚至让家族中的勇敢者参与战争，并在部队缺少马匹、资金或者盔甲时，出于团结协作的精神将这些提供给军方。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士兵精锐、装备精良的罗马人军队，实力又将大为增强，特别是选择了大批勇敢高贵的士兵，拥有一切所需的装备后，在上帝的帮助下，就能轻而易举战胜野蛮的萨拉森人。

我们罗马人的武器，特别是充足的弓箭以及人数、勇气、计策、机械，都远胜于蛮族，若我们还得到了神的支援，就能轻易战胜这些人。

因为他们希望获取战利品，也不畏惧战死，这个民族可以轻而易举从叙利亚内陆和整个巴勒斯坦集结起大批兵员。因为这样的期待，即使怯懦者也会参加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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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西亚的山地



如果我们装备精良，列好阵形，在上帝的指引下英勇冲锋为灵魂的救赎而战，毫不犹豫地为上帝、家人、战友和基督教世界而战，并相信上帝，我们就不会失败，定能赢得光辉的胜利。

如果他们越过托罗斯山脉进行掠夺，您有必要到这个山区狭窄的山口处去拦截他们。返程时，他们往往精疲力竭，或许还要被掠夺的战利品和牲畜拖累。而后您必须派弓箭手和投石兵到高处进行投射，并派骑兵发动冲击，或者在必要时进行埋伏或利用其他手段，比如从山崖上推下滚木礌石、用木材封堵道路让他们无路可去，如前文所述，使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因势利导。

当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后，他们不会解散队列，即使您对他们发动两三次冲锋也依然坚定，除非他们胆敢解散队列冲锋，或者因为畏惧而开始溃逃。因此，您有必要起初使用弓箭打击他们，让前列和稍靠后的人射击。这样，他们的良马（pharia）将难免中箭，而那些埃塞俄比亚人或者其他弓箭手也会因为没有护甲而受损，他们很快就会因此撤退。他们这样做原因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马匹，他们相当看重坐骑，不愿任其伤损。毕竟，如果他们的马匹因为箭矢特别是毒箭而折损殆尽后，他们的骑兵或者会同时死亡，或者会因为清楚毒箭的威力而畏惧并逃亡。

大多数萨拉森人并不是为了赢取荣誉和名望而踏上战场，而是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他们并不懂得如何靠耕种来避免贫穷，而是在儿时就决心靠刀剑维生，因刀剑而死。因此，只要能取得一次胜利，就会让罗马人长期免于一系列的纷扰。只要发现那些出征的人再也没有返回，他们就不会再胆大妄为，随意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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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的叙利亚人和他的阿拉伯马。对许多阿拉伯轻骑兵而言，阿拉伯马是他们最贵重的财产，这种迅捷的良马也让阿拉伯轻骑兵能够迅速执行延展、包抄和绕后动作，出现在对方战线的侧后。当然，由于缺乏装甲，这些马很容易被弓箭射杀

奇里乞亚的萨拉森人极为重视步兵的整训，让他们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也就是穿过托罗斯山脉进行陆上袭击，以及乘坐舰船（koumbaria，所谓的重战舰）从海上发动袭击。他们若是不在陆地上行动就会出海掠夺滨海城市，时而进行海战。他们若是不出海，就会从陆上攻击罗马人。

因此，将军您必须委派可信的间谍严密监视他们，弄清楚他们的确切情况，准备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当他们从海上出征时，您就从陆上发动袭击，尽可能攻入他们的本土；如果间谍报告称他们准备从陆上进攻，您就应当报告基比拉奥特的海军军区将军，让他麾下的舰队进攻滨海的塔尔苏斯和阿达纳。奇里乞亚蛮族的部队数量并不多，毕竟从陆上和海上出击的也是同一批人。
[4]



让这些人受损最大的就是陆海军联合进攻。委派您麾下的军官发动攻击，您将会得以掠夺这些匪徒的土地，我们神佑的父亲，罗马人的独帝就曾经完成这样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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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基弗鲁斯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

在对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5]

 的叙利亚萨拉森人发动进攻时，应该学习不久之前夺取塞奥多西奥波利斯，将这块土地归入我们领土的军官。
[6]

 罗马人的马匹不熟悉骆驼，也会被军鼓铙钹惊扰而后退。这个计策时常迫使罗马人后退乃至溃逃。因此有必要让士兵的马匹特别是前线部队和军官的马匹，在训练时习惯军鼓和铙钹，并把骆驼带到军马中，让它们得以适应。也有其他应当考虑的问题，只要对目前境况进行仔细研究，就能有所了解。

总而言之，本书自始至终所讨论的军事理论，对武器装备、训练、阵形以及其他军事相关的所有知识，与萨拉森人有关的部分全部整理在本书中。这个与我们相邻的民族给我们带来的纷扰，绝不逊于波斯人给古时的皇帝们带来的麻烦。他们每天都在损害我们的臣民。正因如此，我们目前才会编纂这本军事学手册。在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之外，将军，我们也收集了其他您可能用来对抗这个蛮族的阵形。具体如下：

变化您的军阵。比如说，四千名精选的士兵，第一列的突击部队为一千五百人，将其分为三等分，左中右三个军阵各五百人紧密聚集在一起。在列阵完成后，这三个军阵将处于一条线上。您要再把一千人集结成四个等量的军阵，每军阵二百五十人，相距各一箭地。把他们布置到第一条战线的后方，这样如果第一条战线的部队后退，他们就可以在这些军阵的间隙寻求庇护，并和他们一同组织成第二条战线。在此之外，配置五百人的后卫部队，把他们分成左右两部。把他们布置在第二条战线后方，作为第三条战线。在要时，这些部队可以上前支援第一条战线后撤之后的第二条战线。这三条战线，尽管我们要求他们分开，也依然要视作一体，协同作战，保证军阵的良好组织。此外，还要配置所谓的两翼，在第一条战线前方布置右翼的包抄部队以及左翼的侧卫部队，他们应当为两百人。包抄部队的任务是包抄前进的敌军，而左翼的侧卫部队则要防止敌人发动包抄，有时也可以参与包抄敌人。此外也要配置两个战队，总共两百人，在两侧安排突袭。他们要隐蔽到战线的两侧，也可以配置到战线的后方，跟随统领队行动，以便突然冲出袭击敌人侧翼。

在第二条战线的三个阵列间隙处，安排一百到三百人，结成连续的阵线。如果第一条战线的部队要向这三个区域撤退，那么配置在这里的人就后退，并同时防止他们逃走，组织他们返回战线。在向后方撤退时，他们和后卫部队会合，这能给奋战的部队极大的帮助。

将余下的一百人配置在将军身边，作为他的随从。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前去支援任何一个战况不利的区域。由于数量充足，他们出战之后足以让这个区域的部队重振信心。

这样，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以及侧卫部队、包抄部队、后卫部队、突袭部队和配置在阵列间隙的部队、随同将军的预备队，加起来总共是四千人。

将军应当布置在第一条战线的中央，这样他就能纵观全局，做好各种安排。他的随从部队也要随行，这样在需要更多部队时，他可以将部队派出，让与他配置在一起的分队指挥官，或者所谓的副将，如今的军阵官来指挥。分队指挥官应当在所部的前方列阵，而将军则在所有部队的前方。

部队应当各自安排统领、旗队长和其他下属军官，每个人都应当英勇指挥所属部队，与他们共同奋战。

把第一条战线的部队，总共三分之一，分配成突击部队，让格外勇敢的人担负这一职务。把余下的三分之二配置成防卫部队。突击部队要配置在前方作先锋队，他们要以紧密的队形，也就是成一横排、无纵深的队列冲击敌人。如果他们迫使敌人后退，那些防卫部队，也就是复仇者，要保持阵形继续有序追击。但如果突击部队（又称破阵队）战况不利，他们就可以后撤，防卫部队将迎接他们，击退敌人。若是有更紧急的情况，第二条战线的部队应当上前支援，后卫部队也应当如此，以这种方式渐次迎战敌人，并不断援助前方部队。我认为组织一条战线风险太大。当第一条战线陷入困难时，他们有可能撤退，但如果第一条战线后退，有第二条战线在，就能够继续英勇奋战；而第二条战线也不利的话，还有未受损的第三条战线提供支援。对抗三条渐次投入的战线，结成一条战线的敌人将陷入困难，会被轻易击败，解散阵列并溃逃。侧卫部队和包抄部队在此时当然要协同行动，特别是在前文所说的，在全部由精锐组成的四千人军阵中。这支部队绝不是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英勇善战的精锐。

把这样的战线组织成每小队十人，这样每小队都有两名军官，一位是十夫长，又称排头兵或队头；另一位是队尾长，又名五夫长。这些人的能力应当格外出色而且勇敢，并有合适的盔甲和武器。组织好各小队后，再按照战场宽度部署军阵或者从侧翼向内部署。

当前讨论的第一条战线分成三支部队后，每支部队一排五十人，总共十排，从队头或排头兵延伸到最后的队尾长。这样，第一条战线的三个军阵总共有一百五十个小队，总共一千五百人。第二条战线的四个军阵各布置二十五个小队，这样总数就是一千人。侧卫部队也安排十个小队，总共一百人，侧卫部队也如此安排一百人。此外，两侧的突袭部队应当各准备二十个小队，总共四十个小队，每个小队各二百人，共四百人。驻扎在阵小队间隙的部队应当组成三个十小队的队伍，各一百人，总共三百人。另外还有一百人部署在将军身边。（参见附录三，阵图4）

除了突击部队，所有队列都应当维持阵形。其他的部队，也就是侧卫部队、负责包抄的包抄部队，还有突袭部队往往不会以传统的阵形部署，而是按照需要行动，时而使用常规阵形，时而使用紧密阵形，或者其他需要的阵形。

从这四千人中挑选精锐，安排一千三百四十六名各级军官：八百名五夫长、四百名十夫长、八十名五十夫长（又称保民官）、四十名百夫长、二十名旗队长、四名统领（千夫长）以及两名分队指挥官。在各军区选择优秀的士兵作为精锐的全身甲骑兵
[7]

 ，总数四千人。其他军区部队则依照需要配置到其他军阵，具体由您决断。

这样的准备足以对抗敌人，无论他们数量较少、更多，还是与您相当。如果您的对手在人数上有几大优势，那么就按照前文所说的方式布置，与其他军区的部队合兵一处，让部队规模加倍，总共八千人。部队当然应当按照前文所说的方式布置，仅仅是延长横排。但如果让部队加倍依然不够，那么就集中三倍的部队，和另外两位军区将军率领的精锐部队集中到一起，总共一万两千人。全军依然按照前文所述的方式部署，加长横排的长度。

如果您面对的是规模较少但格外勇敢的敌人，那么如果有帮助，就把每个军区的部队集结起来，集结四千人组织三支部队，如果质量高的部队充足，还可以继续增加部队。派一支部队发动冲击或者迎击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后退，您就保证安全的同时进行追击，但如果他们挡住了冲击，那么另一支部队就从他们的后方发起冲击，敌人将会被击溃。即使他们打退了这一次进攻，第三支部队又可以从敌人的侧后杀出，这样一来，被三支部队包围后，他们会彻底崩溃。毕竟，无论敌人何等勇敢，他们也只有一条命。

如果您准备与大批敌军作战，那么就把三支部队布置到一个方向，如前文所述，单纯拉长横排的人数。按照平常的方式进行部署，组织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后卫部队、侧卫部队、包抄部队以及突袭部队和余下的部队。这样，组织起有序而统一的军阵后，您就派第一条战线的突击部队，也就是先锋队发动进攻，或者在需要时把包抄部队也投入行动。但如果敌人规模更大，您需要更多的部队，就让东部军区的其他将军也做好战备。用类似的方式，各军区都要按照标准准备好四千名骑兵，并为此去粗取精——此前由于缺乏训练、疏忽大意以及兵员不足，境况已经沦落到如此程度。当所有部队集中到一起时，您就拥有大批可信的部队与敌人对抗，总数可达三万人。

我们向阁下说明了这些规定，或许其中没有什么新奇或巧妙的东西，然而，我们是从古时的军事学作者那里整理了这些资料，并和近世说法相近的资料整理到一起，完成本书。将这些资料作为您研究军事学的起点，您将在未来取得更多的收获。如我们所说，本书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部列出或者在目前的架构下添加进来，但您若潜心研究，思考各种各样的战术，因虔诚信仰而得到上帝支持，并以忠诚与敬爱得到陛下的支持，您完全可能构想出自己的计策，并将其投入实践，把更有效的手段投入使用。


注解



[1]
 　译注：这次战争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是因为贸易纠纷。此战以拜占庭军队在保加罗菲冈惨败、利奥六世许诺向保加利亚君主西美昂纳贡而告终。参见John Skylitzes，A Synopsis of Byzantine History，811—1057
 ，John Wort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ch.7，12—14.


[2]
 　译注：九世纪时已经不存在独立的伦巴第政权了，尽管一些领主事实上自行其是，但名义上，他们或者臣服于北面的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臣服于南面的拜占庭帝国。


[3]
 　译注：“Eudaimonos Arabias”，拉丁语称“Arabia Felix”，指阿拉伯半岛降水较为丰沛，适宜农耕的西部与南部。


[4]
 　译注：奇里乞亚的塔尔苏斯和阿达纳是阿拉伯帝国进攻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前进基地，然而在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由于阿拔斯哈里发大权旁落，难以得到大规模增援的奇里乞亚，仅凭当地的埃米尔和少量支援，很难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使如此，这一地区依然坚持进行着几乎每年一次的掠夺，直到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在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动远征，彻底摧毁北叙利亚的阿拉伯地方政权为止。


[5]
 　译注：利奥六世执政时期，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设置了“美索不达米亚军区”，此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应当是指这里，即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大亚美尼亚的西部，而非巴格达方向。


[6]
 　译注：塞奥多西奥波利斯，即今埃尔祖鲁姆，是阿拉伯人在亚美尼亚地区的稳固据点，尽管拜占庭帝国曾屡次攻破，但阿拉伯军事力量每次都迅速在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直到949年才被塞奥菲罗斯·库尔库阿斯彻底占据。


[7]
 　译注：利奥六世使用“全身甲骑兵”指代骑兵中质量较高的一批，而非仅用于冲击的少量精锐部队。其他军事典籍作者，如尼基弗鲁斯二世，则用这个词汇特指作为精锐冲击力量的具装骑兵。



第十九章

海战

下面我们将讨论海战的相关内容。古时的军事典籍并没有提到海战的要求，但从其他各种记载以及如今的舰队指挥官们的经验中，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例证，足以向您说明使用所谓的三列桨战舰，即如今的快舰（dromon）在海上作战时，要如何进行。我们的叙述将尽可能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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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军军区将军——我们在这一章自然要如此称呼您——您应当对海军战术和格斗有足够的了解与经验。您应当清楚如何利用风向，并通过观测星辰和日月来估计风向。事实上，您也应当清楚季节变换的情况。了解了这些问题后，您就可以安然避开海上的风暴。

有必要准备足够数量的快舰来迎战敌人，按照敌人的部署和装备情况进行应对。您要保证舰队整备良好，在各方面都做好战斗准备。

快舰上的装备不应太多，否则舰船会行动过慢；也不应该装备太少，否则舰船会过于羸弱，面对海浪或者敌人舰船的冲击时太容易被损坏。让快舰保持适宜的装备，这样不至于航行速度太慢，同时遭遇风浪或者敌方撞击时也可以保持牢固不破。

整备快舰的所有必需品都不应忽略，而且还要准备两套。必需品包括舵、桨、桨钉、绳索、滑轮以及配套的帆布、桁，还有海战时必不可少的其他物品。也应当准备一些木材、木板、麻、沥青以及融化的沥青，放到船舱中。船上应当有修船工人，并且准备好工具，比如锛、钻、锯等等。

[image: Figure-0162-0034]


◎　拜占庭帝国面甲，出土自拜占庭帝国圣宫遗址，这种面甲可能是重装部队使用的护具，也有可能是配给“液体火焰”的操纵者

最重要的是，应当有青铜固定的虹吸管布置在船头，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惯例向敌人发射预制的火焰武器
[2]

 。在虹吸管之上，也应当有用木板制成的平台，周围加上木板保护。在这里配置士兵，抵抗敌船向船头的进攻，并使用各种合适的投射武器打击敌人。

在最大的快舰上桅杆中央附近的位置树立起所谓的木堡，用木板作为护墙。我们的士兵可以在此处投射石块或者剑形的铁锥。它们或者会摧毁敌人的舰船，或者杀死被击中的士兵。人们也可能投掷其他适合焚烧敌方舰船或者杀死船上敌方士兵的弹药。

每一艘快舰都应当保持合适的长度与大小，准备一高一低两组桨。每一排都给桨手准备至少二十五条长凳。也就是说，高处和低处都应该有二十五条长凳，总共五十条。每条长凳上坐两个桨手，一左一右操桨，这样一来，同样算是水兵的桨手，高低两排加起来就有一百人。此外还有一名快舰百夫长、一名掌旗官、两名引航员（又称舵手，位于船舵处）以及负责协助百夫长的其他军官。最后，还有两名军官在船头，一人操纵虹吸管，另一人负责下锚。船头的军官应当全副武装。舰船指挥官（百夫长）的位置应当位于船尾，这样他既能总览船上的全局，也能免于被敌方的投掷武器所伤。快舰的指挥官将在这里观察局势，下达命令，应对战局的变化。

[image: Figure-0163-0035]


◎　拜占庭海军击溃罗斯舰队，出自马德里抄本的细密画。这次发生在941年的海战之中，拜占庭帝国的重型战船和“液体火焰”，给擅长使用小船进行接舷战的罗斯舰队以重大打击

您也应当给其他更大的快舰准备两百人左右，具体数量，应根据与敌人作战的具体需求而定。五十人配置在下方划桨，一百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上方，准备与敌人交战。

此外，您还要准备较小的快速舰船，即单列桨战舰，这些轻快的船只可以用来担负侦察或者其他需要速度的任务。

您也应当建造运输材料和马匹的舰船，就像驳船一样，它们可以把所有士兵的装备放到一起运输，这样战舰就不会被这些重装备拖累，特别是在交战时。在需要武器装备或者其他补给品时，可以将其从运输船上转往其他舰船。

确定快舰的数量和快舰上士兵的数量相当困难，近乎不可能。毕竟，除了敌人舰队规模这个最重要的限制条件外，此时的实际需要以及舰船空间可以搭载的部队数量，还有他们的装备情况，也影响着您对舰队的整备。

此外，运输装备和马匹的运输船上也应当有足够的水手，而且也要准备武器，比如弓箭、标枪或者在当前状况下合用的其他武器。在舰船上准备备用武器，这样士兵在失去武器后可以立即得到其他武器。这类舰船应当准备重型武器和机械以及其他武器，有备无患。

除了作战部队外，在上层的水手，无论是百夫长还是最低阶的士兵，都应当配备护甲。他们应当准备盾牌、重枪、弓、充足的箭矢、剑、标枪。他们应当穿链甲和札甲，即使不能防护后背，也要防护好前胸；此外还要配备头盔、铁护手，那些在前列参与格斗的人尤其应当如此。那些没有链甲或札甲的人，应当尽可能使用填充甲，也就是用两层填料缝好制成的软甲。这些人可以在众人的身后寻求庇护，使用弓箭投射。船上也应当有大量石块，以便水手向敌人投掷石块，石块杀伤力不比其他武器差，而且永远不会缺，并且还是容易获得的武器。

即使如此，也不要让他们仅仅投掷石头，若是所有人都去投石，石头很快就会耗尽，没有其他武器可用，而敌人只要举好盾墙就能将石块挡开。当石块投掷完后，敌人的重枪和刀剑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我们疲惫的士兵，能够轻易将他们击败。蛮族已经习惯了这种战术。

萨拉森人能够在投射下坚持，当他们看到敌人陷入疲惫又没有箭矢、石块、弹药后，他们就会群聚一起，使用刀剑和重枪发动攻击。

因此，您有必要防备这种情况出现，保证投射的目的是让敌人受损，而非让己方受累。有必要隐匿我们的投射力量，战斗自始至终都要做好投射的安排，注意敌人的部署情况，而后准备格斗。

除了上文所说的部分外，您也应当考虑给士兵供应需要的补给品，否则失去补给的他们可能在国内就发动叛乱，损害我们的臣民与纳税人。但如果可能，您可以从敌人的领土迅速抢夺补给品，保证士兵的供应。

向您的军官们下令，他们不应当让他们麾下任何士兵遭受不公待遇。他们不得收受任何礼物，包括所谓的常例钱。阁下认为，人们应该考虑常例钱吗？又应该图谋吗？您绝对不能接受麾下任何人的馈赠，无论职务高低，绝无例外。

选择勇敢、耐劳、意志坚定的士兵参与海战，上层甲板的士兵更应如此，因为他们要和敌人格斗。如果您发现所部士兵怯懦无能，就暂时把他们送到甲板下层去。如果士兵受伤或阵亡，那么在必要时您可以把下层的水手调到上层。

您有必要清楚麾下每名士兵的境况与部署，了解他们有何种品质，是否勇敢，等等。正如猎手挑选猎犬一样，用最适宜的猎犬来完成任务。

因此，您要按照您所考虑的适宜用于远征的一切准备，安排好一切。这意味着要提前准备好快舰、士兵以及武器装备和补给。开战前，您要在安全的地方把多余的物品送到其他舰船，比如运输船上。

此外，有需要时还要运输马匹，以便让骑兵突袭敌人的领土。最后，在做好一切准备后，按照适宜的方式出征。

首先，在出发前，让每一艘快舰的旗帜接受神父的祝福，共同祈祷统治万物的上帝庇佑，让大军出发时一路平安。而后，您应当向部队和军官依次演讲，说一些适合这一场合的话，鼓舞部下，而后您将得以一路顺风。

快舰不应当随意行驶，委派军官进行管理，所谓的旗队长，管理三艘或五艘快舰。快舰的舰长和百夫长由他指挥，进行各种事务的具体安排。

您麾下的军官们要听从您的命令，并把命令转给他们的部下。军区舰队中的都督和分队指挥官依次接受指挥，作为将军的下属听从命令。

我清楚，与帝国舰队类似，海军军区的舰队指挥官已经被称为都督，麾下只剩下旗队长和百夫长。但现在各个海军军区的都督已经被提升为将军，地位也和其他将军相当。

您应当安排舰队上的士兵和快舰进行各种操练，有时进行个人操练，有时进行团体操练，用钝剑和盾牌互相格斗。也要训练整备完成的快舰，进行模拟的接舷战和演练阵形，时而紧密，时而分散，并演练以各种方式贴近，时而使用长枪推开对方的舰船以避免接舷。此外，在困境中使用铁轴将舰船相连并不适合所有场合，因为这会让危险不可避免。

也要让他们进行其他练习，使用可行的计划，比如陛下可能使用的计划，进攻对手。结果就是士兵们将会习惯作战时的喧嚷以及其他纷扰，不至于像从未受过训练的人那样畏惧。

因此，在他们训练并装备完毕后，让他们成队形航行，速度一致，仅仅保持足以避免互相妨碍的距离，顺应风向航行。出征时让他们组成训练有素的队形，返回时也要有序，向另一片土地至少是另一处港口或锚地航行，以免在遭遇风暴时无处躲避。

您必须能够通过天象之类的迹象来预测风向，通过您的所学，选择地点停泊。除非境况紧急，不要在不适宜的情况下起航，比如风向不利、海浪不止，无法保证安全时。研究水手所谓的星相学以及其他有帮助的学问，会帮助您远航。

如果您在本国的海军基地下锚，又不必担心敌人活动，您就可以让部下安然休息，但不能纵容他们欺凌当地居民或者破坏他们的庄稼。

但如果您贴近敌人的领土，确信敌人就在附近，那么您必须要在远处配置陆上与海上的侦察人员。您必须保持警惕，保证安全，并做好集结阵形的准备。敌人也有种种的计划，若是他们的陆军发现您的舰队停泊，他们就可以杀伤您的部下，并趁机焚烧您的舰船。如果他们出现在海上，他们可能在夜间或白昼发动进攻。如果敌人发现您并没有做好应当的准备，他们就会战胜您。但如果您做好了准备，他们只能无功而返。

现在我们已经提醒了您各种问题，做了如前文所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地讨论您要如何集结阵形并发动进攻，就像前文讨论陆上作战时一样。

将军，当您准备开战时，将士兵集结起来并向各部队依次宣读军法，如同我们讨论陆上作战的军事训练的部分一样。您能够使用合适的话语激励他们，刺激他们进行作战，他们将会勇敢面对危险，参与格斗。

有必要尽可能通过突袭来对抗敌人以及使用其他策略，无论是利用全部海军，还是仅仅使用部分部队。当然，除紧急情况，您不应当进行阵地作战，毕竟有运气的存在，战场上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

因此，您必须保持警惕，不要过于冒险进行阵地决战，特别是海战时。当舰船相接后，激烈的格斗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利用机遇。

您须注意这一点，除非您对麾下快舰的数量和士兵的勇气有绝对信心，能够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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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舰船的数量和大小都不足以保证战斗的胜利，关键在于船上是否拥有能吃苦、坚定并愿意与敌人交锋的士兵。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得到上帝的赐福与帮助。为此，他们必须保持清白与正直，对待本国国民时如此，对待敌人时也应当如此，也就是不得对俘虏做不正当、可耻或不仁慈的事。如果您没有遭受不公，就不要以不公对待他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击败那些对他人不公的人。

如果您确定要进行决战，就顺应时间与地点，将快舰集结成各种阵形。如我所说，如果您相信您的舰队各方面远胜敌人，因此准备进行决战以战胜他们，就不要在本国附近开战，应该在敌人领土附近开战。因为士兵们会意图使用所谓的木筏逃生。那些意图到本国躲避的士兵宁肯逃跑也不肯参战。临战胆怯的士兵会希望通过逃跑来活命，扔掉武器装备、一心逃命。集结部队作战时，很少有人认为战死比可耻地逃跑好，无论是蛮族还是罗马人均是如此。

在开战当天，您和麾下军官应当做好接下来行动的计划。军事会议上认定的有利的计策应当具体进行规划，并通知各快舰的军官来具体实施这一计划。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当然也要制定反击的计划。所有人都要听从您的快舰的指挥，接收信号，确定下一步的动作。在发出信号后，他们将遵令行事。

将军，您完全有必要准备自己专用的快舰。舰船上的士兵都必须是从部队精心挑选的精锐，体格、勇气、美德、装备都优于他人。作为整个阵形的领导，这艘快舰的大小、航速都应当胜过其他舰船。您应当为自己建造所谓的完备战舰（pamphy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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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多艘快舰的下属军官也应当如此做。他们应当从自己的精锐部队中选择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军官的战舰和其他战舰都要跟随您的快舰，在战时做好机动准备，除非您另有计划，要求部下以其他方式行动。

您的舰船上应当飘扬着从各个方向都能看到的旗帜，方旗、三角旗或其他旗帜，这样当您下令时，其他舰船都能立即接收到命令并投入行动，无论是进攻、撤退、包围、支援、阻滞、加速、伏击、突围，还是其他行动。他们将从您的快舰得到所有的指令并执行。

在海战中，因为混乱、海上的浪涛，还有船桨发出的声响和桨手们的号子，很难使用呼喊或者号角来传达讯号。因此要使用旗帜来传达讯号，或者树立，或者向左、向右摇摆，或者上下晃动、完全放倒，又或者调转方向，改换旗帜颜色，等等。

古人使用这样的指令：在准备作战，发令进攻时，他们升起红旗，也有挑在长杆
[5]

 上的所谓“黑旗”（kamelaukion）。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讯号。这样，讯号就能够迅速而安稳地传递。

将军，您应当尽可能学习使用这些讯号，这样您的军官们在指挥快舰时就能清楚其含义，以免误会。各信号的意义是什么？何时、何处使用？清楚这些他们才不会误会。他们应当多进行使用这些信号的练习，这样在需要时，他们才能应用并传递讯息。

如果情况非常紧急或者您需要尽快取得胜利，那么您就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根据敌军的装备情况把快舰集结成作战队形。此时，很难预测未来的情况会如何发展。

有时应当使用半月形或者半环形的阵形，让两侧的快舰靠前类似双角或双手，并把质量最好的快舰配置到前方特别是两端。但在凹面的中央，负责指挥的阁下应当配置在此处，这样您就可以谨慎观察、安排并管理各种事务。如果您需要某种支援，您就可以采取适宜的措施。半月形的阵形可以切断敌人的队列，进行包围。

有时应当集结成一条直线，在必要时，您可以亲率旗舰率先进攻敌人，使用虹吸管投射的火焰焚烧他们的舰船。

有时您应当分兵，按照您所指挥的快舰总数，将部队分成两部或三部，在其中一支部队进攻时，其他各支部队则从侧后进攻已经投入交战的敌人。腹背受敌会让敌人失去作战意志。

有时您也要安排伏击。当敌人的进攻出现混乱时，突然派出伏击部队让敌人困惑，敌人进攻的冲击力会因此大为折损。

有时您要派轻快的舰船发动进攻，而后诈败。敌人追击后，他们就会疲劳，感受到压力，因为他们很难追上撤退的快速军舰，一些舰船还会和他们的舰队脱节。随后，下令您以逸待劳的快舰冲击疲惫的敌人，将他们击溃；如果我方的战舰摆脱了敌方的主力战船，就可以攻击他们战斗力较弱的舰船。

有时，当您持续作战了一段时间，与敌人开展了接舷战，那么就要在您的部下体力耗竭之前撤退，而后用其他的精锐舰船来替代他们，迎击同样已经疲惫迟缓的敌人。这样您将取得胜利。当您的舰船比敌人多时，一定要进行这种安排。

有时，在用快速舰船诈败时，敌人可能冲过我方前沿的舰船，并因为追击而解散阵形。此时，特别是当您舰船数量更多时，您应当迅速调转方向，围歼陷入混乱的追击者。让一两艘舰船同时从船头攻击敌人的同一艘舰船，您将取得胜利。

如果敌人的舰队遭遇海难，就有必要主动进军攻击敌人，那时他们因为遭受风暴的打击，已经不复强势了。您也可以趁夜袭击焚毁他们的舰船，或者在他们下锚时发动突袭，又或者在时机合适时，您自行决定突袭的手段。

人的思维极度复杂。一个人很难预料作战时会发生什么，无法预见并预料一切。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确定对抗敌人的阵形，而是把一切交给神意，向上帝祈祷，希望在关键时刻负责指挥的人，能够及时决断，完成各种必要的任务。

古人以及近世的写作者们，设计了许多攻击敌方舰船以及舰船上士兵的武器，比如使用虹吸管投射预制的火焰武器，用烈火和浓烟杀伤他们。

还有布置在战舰首尾和两侧的投石机，使用被称为“飞蝇”的投标。也可以把毒蛇、蜥蜴和蝎子之类的毒物封到容器里，向敌人的舰船投掷，让它们毒害敌人。

还可以在罐中装上生石灰。投掷出去后，扬起的烟会让敌人无法呼吸和睁眼，造成极大的纷扰。

向敌人的舰船投掷铁蒺藜，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纷扰，让他们无法全心作战。

但我们也要求按前文所说的方式，投掷预制的火焰武器，击中后会让敌人的舰船起火。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比如在作战部队的铁盾庇护下布置便携的虹吸管，这种手持虹吸管是陛下在近期设计的，也可以用来向敌人投射预制的火焰武器。
[6]



[image: Figure-0170-0036]


◎　马德里抄本细密画中的“液体火焰”。由于缺少具体记述与实物佐证，这种火焰武器的具体形制已经很难考证了

另外也可以将较大的铁蒺藜、钉好钉子的木球，捆上麻或其他成分，点上火后向敌人投掷，它们足以点燃舰船。

为了扑灭火焰，敌人会冲上去踩灭火焰，并因此伤脚，在混战中引起更大的混乱。

您可以使用所谓的吊臂，也就是丁字形并且可以旋转的木架。在敌人的舰船贴近后转动这个机械，向他们投掷燃烧的沥青、网或者其他物品。

如果您能把舰船和敌人的舰船连在一起，您可以借此将其彻底摧毁。敌人会一如既往冲向一边来进行格斗，将船上的全部力量向您的快舰上冲击。而后另一艘快舰则从敌船的后方赶上来进行冲撞、向前推挤，而我方的舰船和敌船脱离后就能够后退，不再支撑敌船。另一艘船就能够全力撞击，将船只撞翻，让船上所有人落水。有必要保证铁链不呈均匀布置，而是在敌船一侧稍靠后的位置留一点空隙，这样冲撞的快舰就能撞翻敌船。

此外，我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准备尖刺，从船桨的出口伸出以杀伤敌人了，然而也有一些其他手段可用。如果您手下有格外灵巧的人，按照前文所说的办法，可以向敌方船只下层的船桨出口泼水。

古人还使用了其他手段进行海战，我们还可以设想更多的手段，但对本书这样的汇总而言，详写并不合适，而且一些内容也不应该为敌人所知，以便被他们用来对付我们。在定好计策后，敌人就很容易制定对应的计策来对抗。因此所有设想都要保密，直到投入使用。

从古人的战术与策略书籍汇总中，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些。因为未来的可能无穷无尽，如前文所述，我们也无法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

总结起来，快舰应当整备完善，配备勇敢的士兵能够进行接舷战，士兵内心应充满勇气，清楚命令，训练有素。让他们和陆军士兵一样，使用较重的装备，上层甲板的士兵都要披甲。

将军，您本人在得知了敌方舰船的质量与数量情况后，应当亲自视察快舰的整备，我们的士兵不应该比敌人少，应尽可能比敌人多，若要进行接舷战则更应注意。若是双方都勇敢奋战，那么数量多的一方将取胜。

若您发现敌人的舰船上有大批士兵，载着一支大军，那么您也应当在您的快舰上如此安排。选择部下中最精锐的士兵，配置足够的力量，部署到整备完成的坚固快舰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两艘快舰的士兵集中到一艘船上，如前文所述，在快舰上准备两百名精锐甚至更多，这样，快舰上士兵的规模和热忱将足以战胜敌人。在上帝的帮助下，您将会取得胜利。

您也要整备轻而小的快舰用来进行追击，在遭受追击时，它们也不会被俘。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它们可以带给敌人相当大的损害，而保证自己完好无损。

根据敌人的部署准备好大型和小型快舰。因为萨拉森人的舰船和那些北方的斯基泰人不同，萨拉森人使用较大较慢的重战舰，而斯基泰人使用的船只更轻、更小、更快——因为他们来自汇入攸克辛海的河流，他们的船只不可能太大。阵形方面就说到这里。

若是您打算撤退，就把您的快舰组织成半月形，如前文所述，因为以这样的阵形撤退更安全，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如此。这是古人使用这一阵形时得出的结论。

在战斗结束后，将军，您应当把战利品平均分给麾下的士兵。给他们准备庆功宴，进行庆祝与封赏。给那些表现出色的士兵荣誉与赏赐，惩罚那些表现不佳的士兵。

将军，您要清楚，怯懦的士兵即使拥有大批舰船也无法取胜，而敌人若是勇敢，即使数量少也很难对付。以多欺少未必就能取胜，除非士兵们展现了战士真正应有的热忱与能力。只需要几头狼，就能给几千只羊的羊群造成一定的损害。

因此，您有必要观察敌人部署的实际情况，由此整备您的快舰，为士兵准备装备，配置规模足够的士兵和装备来对抗敌人。也应当准备轻快的小型快舰用于侦察、传令和其他的任务，而不是格斗，必要时还要准备单列桨战舰。

最重要的是，您自己在战争时期必须严肃、高尚、冷静，并机智，特别是在情况紧急时，以保证为上帝的欣喜以及为神授的陛下立下功劳，您将成为能力出众的将军，并为您的辛劳获得应得的报偿。上帝会因您为正信而战，赐予不朽回报以及荣誉。因为您尽心尽力，无愧军区将军之名。

海战方面就写到这里。


注解



[1]
 　译注：“dromon”的词根是“奔跑”，比古典时代的三列桨帆船轻便，速度和灵活性也更高，或许就是“dromon”得名的原因。然而在十世纪，“dromons”几乎成了泛指的词汇。


[2]
 　译注：“预制的火焰武器”，即西欧所谓的“希腊火”，希腊语资料一般称“液体火焰”。这种武器使用虹吸管喷射一种油性的易燃混合物，因为密度低于水，所以海战时能浮在水上燃烧，持续杀伤对方的士兵和舰船。


[3]
 　译注：利奥六世对海上决战格外谨慎有个人原因存在，因为他执政时期，刚刚得到加强的拜占庭海军，尽管取得了一系列偷袭战的胜利，但与阿拉伯海军正面交锋时依然是败多胜少。阿拉伯海军在904年掠夺塞萨洛尼基时，在这种过度谨慎的指导思想下，监视敌人、防卫赫勒斯滂海峡的拜占庭舰队消极避战。


[4]
 　译注：“pamphylian”一说源自潘菲利亚地区，然而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的军事典籍作者尼基弗鲁斯·奥兰努斯，认为其意义是直译，译者遵从奥兰努斯的观点，翻译为“完备战舰”，即配备了全套装备和人员的战舰。另外，完备战舰并非士兵规模最多的舰船，本章提到的配备两百名士兵的大型舰船，其士兵规模要比完备战舰多。


[5]
 　译注：此处究竟是指“船篙”还是指“船篙枪”，无法确知，因此使用较为模糊的译法。


[6]
 　译注：利奥六世自称自己设计了便携式“液体火焰”喷射器，这一说法基本可信，尼基弗鲁斯二世就在《论军事》中提及过，在陆战中使用这种火焰喷射器可以杀伤并惊吓密集的敌人。



第二十章

摘录
[1]



在讨论了前文的指挥与组织后，将军阁下应当熟悉下文提及的说法，我们从各种古时的写作者和军事典籍中摘抄了这些内容，我们将这些汇总给您，作为本书的一部分。这些能够让您对战术有更多了解。如同智慧的国王所写的谚语：睿智者入门后会更加睿智。

[image: Figure-0174-0037]
◎　皇帝亚历山大，圣索菲亚大教堂镶嵌画。这是位执政仅一年的无能皇帝留在世上的少数印记之一



首先，如果您打算进行重要行动，不要区别对待自己和劳动者，您应当带头进行劳动，尽可能参与工作，无论是挖掘堑壕、堆土，还是安排围攻、整备武器装备、组装机械、夺取堡垒。此外，如果您认为一些工作对城市或者部队有益，那么您就应当亲手开始工作。士兵们会因为羞耻心而更热切地听从您的命令，努力完成工作。如果缺少补给品，您本人应当首先展现忍耐与自控，让您麾下的士兵能够更安然地面对危机。但在战场格斗时要保护好您自己，这样在危急时您依然能够指挥调度麾下的部队，让军队保持秩序。在专注战局的同时，您也不能让自己失去保护，亲自与敌人进行格斗（除非迫不得已）。如前文所述，您在格斗中提供的帮助很有限，只是多了一个士兵；然而如果您阵亡或者受伤，却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毕竟未来的一切都无法预测。

将军，让您的行事风格以及对工作的热忱，成为士兵们的行为规范。下属们将就此了解他们指挥官的优秀品质，尊敬上帝，听从命令，并能够如同得到神意一般忠实执行。

当大批士兵集结在一处时，您必须宽容他们的冒犯。不要在审判与处罚时过于严苛，否则怨恨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当部队纪律涣散，您应当宽宏大量，仅仅处罚带头者。

将军，我们还要求您保持清醒和机警。此外，也要过简单的生活，和麾下士兵一样生活。对他们展现如父亲般的爱，说话和行动时应当温和，除非严苛态度更为有利或迫不得已。您应当时常给部下提建议，和他们探讨问题，您应当保证他们免于受害，保证他们得到适宜的管理与饮食。这些都不能保证的话，部队的士气就更无从谈起了。在公正处分违法者的同时，您要让士兵敬畏，违纪行为最初出现时，您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处理，以免境况恶化。将军的权威体现在士兵坚信他干练正直，体现在他能消除辖区的不公、处罚违法乱纪者，并保证士兵和纳税人免于受损。

将军在处理不称职的人时不应过于仁慈，也不应过于苛刻。将军应当进行适度的处置。这样，他可以按照违法行为以及时间、地点和情节轻重来决定处罚。考虑违法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才能做出合适的处罚。

真正出色的将军在生活中应当温和而且机警。他会在夜间思考重要的问题，因为夜间思想免于外界的纷扰，确定关键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更容易。

在部队中散播流言，故意泄露一套假计划，而后按照真正的计划行动。在必须保密的关键问题上仅和少量重要官员商议，这样的手段往往能够欺骗敌人。

您必须保持谨慎，花时间制定计划，在决定后就更不能因为犹疑或怯懦而推迟。怯懦绝不会让人安全，而是恰恰相反。

保持思维平静，不要因为好运而狂喜，也不要因为厄运而抑郁。英勇者在关键时刻能够应对一切危机。

我相信，做好计划、使用谋略来击败敌人，相比使用蛮力冒险格斗，既安全又有利。前者能让战局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取得主动权，找到有利时机；而后者，往往会带来损害。

经验证明，不应当使用完全相同的行动方式来与敌人对抗，即使这些手段时常能够成功。因为这些手段时常使用，敌人就会习惯，安排与之相对抗的手段，这往往会对我们不利。

如果有军事威胁、圈套或部下背叛的流言出现，您不应就此推迟或改变计划。当然，完全不在意这些流言也不对，无论是有关己方还是敌方的流言。您应当安排计划来应对，将军，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要阻止流言传播，以免流言变为现实。

作战时，在其他区域宣称我们已经取胜，往往会激起士兵的勇气，他们会抛弃胆怯的想法全心奋战，将胜利视作吉兆，并期待上帝将其变为事实。

安排人员假装逃兵，报告与您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说法，您可以成功欺骗敌人。他们或许会不相信这些话，因而放松警惕，或者因为相信这些话而进行错误的安排。无论如何，您的目的都达到了，而敌人将会徒劳无功。

如果遭遇挫败，明智者不会使这些报告让大部分士兵得知，而是应当传播截然相反的报告，鼓舞士气低落的士兵们。

将军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话语和行动来激励战败的部队。申斥与威胁战败的士兵们会让他们愈发绝望，在我看来极度危险、有害。

若是士兵作战时违犯军纪，您应当假装没有看到，暂时忽略。但在战后，您还是应当处置违纪的带头者。

您应当对士兵的怯懦保持沉默，不要公开谴责他们，这只会让他们自暴自弃。

如果您在战后为您的阵亡士兵举行葬礼，而把敌人的尸体抛弃在荒野，能极大打击敌人的士气。

需要避开您的敌人时，您可以在别处点起大量篝火，而另在其他地点潜伏，借此安然脱身。敌人会径直前往篝火的所在地，如此，如前文所述，您就能达到目的。

您可以在敌人的显赫者中挑起不和与怀疑。当您对敌人的领土发动掠夺时，不要焚烧这些人的地产，而是留下一些与他们友好的迹象，比如文字或其他暗示。如果您从被您俘虏的人那里得知一些秘闻的话会更有效果。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敌人会认定这是显而易见的背叛，因而陷入不和并互相怀疑。

我举一个例子，围城时，把信绑在箭上射进城中，许诺给他们自由和赦免。您也可以通过释放俘虏来传达同样的信息。

您不应当被敌人的仁慈之举欺骗，即使是他们打算撤退时。敌人的想法我们无从确知。您的对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这未必对您有利，受骗会带来极大损害。

您应当在追击时保持谨慎，特别是走到适宜伏击的区域时。优秀的将军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撤退，安然离开后，他能够更高效地对抗敌人。

犹豫和随意赞同，就是怯懦的表现。当您看到这样的士兵，不需要具体询问，就可以将他们调离重要的岗位，让他们担负此时更适宜的工作。

注意，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在敌人附近扎营，一定要堆土或使用石头、砖块搭建工事或者建造木栅。这样部队就能够在各个方向都保持安稳。毕竟如果敌人有所图谋，说出“我没想到”绝对不是将军应有的表现。

如果在上帝的恩赐下，您夺取了敌人的城市，就敞开所有的城门让城中想逃跑的人离去，不至于做困兽之斗，攻克敌人的工事时也应当如此，这样可以冒更小的风险占据要地。

您可以让敌人怀疑我方的叛徒或者逃兵，让他们不信任这些人，乃至杀死他们。如果您的信件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您应当在信中不在意地提起，您之前安排人假装叛徒或者其他可信的说法。这样，敌人或会逮捕叛徒，或不信任他们，惊恐的叛徒只能返回。

在关键行动和发动偷袭时，您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怯懦者。下令病弱或者马匹羸弱者另成一队行军，这些怯懦者就会装病或者诈称马匹不佳，您可以借此让他们免于担负重要任务。把这些人派去守卫筑垒城镇或者其他工事，或者其他没那么危险的任务。这样，勇敢的士兵就不会因为他们的胆怯而受害。在战前组织战线时，如果您宣称：“想要离开前列的士兵出列，想要接替的士兵入列。”您不但能够直观地发现怯懦者，也可以找到勇敢者。怯懦者会让出第一排以免于危险，而勇敢者则愿意在前方面对危险。

在情况不紧急时，您应当寻找最适合出征的时机，以免补给品不足。而敌人也会因为财产被掠夺而受到损害。

您必须为自己安排足够的防护，即使是战胜敌人后也不要疏忽。警惕敌人战败后发动偷袭。您的对手不会永远处于劣势，时常会急于寻机挽回败局。

不应当对您敌人的使节不敬，即使我们的部队实力强得多。他们即使是敌人派来，表面上也是为友谊而来，也把自己交到了您的手上。您必须履行高尚而合宜的义务。若没有信用，各国使节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不会前来出使，因而失去了通过谈判可以获得的许多益处。

当您率领大批部队围攻城市或工事时，决不能让自己的营地失去防护。不要仅依靠一道木栅或壕沟，而是要安排巡逻队，并布置一些部队到城市的城门附近，以防被敌人突袭，更要警惕敌方援军前来。

小心那些时常在您身边的叛徒。为了利用他们，您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与自己计划截然相反的信息，这样通过他们，敌人会上当受骗，您也会达成目的。

除非是事态紧急或确实有利，否则您不应该以身犯险。那些冒险者与那些被金钱诱惑落入圈套的人并无不同，只看到了光鲜的表面，就因为贪欲而自陷死地。

与敌人作战时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因为敌对行动停止而大意。在确立和平之前，都不应当懈怠，要时刻提防敌人的阴谋诡计，警惕他们的背信，毕竟受损后的后悔于事无补。

或许您可以对那些从敌人那里叛变，前来投奔您的人保持一定信任，但更合适的方法是从突袭时抓获的俘虏那里获取信息。对照叛变者和俘虏的说法，您将会更加接近于事实。

无论任何情况，您都不能背弃与敌人定下的誓言。上帝认定背誓是重罪，因此我们必须遵守协议。若是其他民族能够履行承诺，罗马人，作为基督徒，却背弃上帝见证之下订立的誓言，将是何等可耻。

若是您恰好得到栅栏或者工事的保护，不要仅仅把安全寄托在这些工事上，因为它们不难攻破。您要把安全寄托在武器上，即使您拥有其他保护也不要忽略这些，只要您是个真正的罗马人。对真正的战士而言，安全自始至终是要靠自己的武器来获得，即使是担负其他任务的随从人员也是如此。据说古罗马人仅仅使用壕沟和他们的武器保卫罗马，而不是建造城墙。当一个拉科德摩尼亚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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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问道：“你们土地的边界在何处？”据说他高举手中的长枪回答道：“就在此处。”

对士兵们下令，他们应该时刻做好出征迎敌的准备，无论是假日、降雨、白昼黑夜，只要有需要就得出征。因此您不应该预先告诉他们您计划的日期，保证他们时刻做好准备。

若是上帝让您在阵地战中取胜，敌人躲到了木栅或者其他筑垒工事中，不要给他们喘息之机，趁他们惊魂未定尾随发动攻击。如果任他们休息，恢复自信心的他们可能逆转败局。

如果有些敌人前来投奔，不要随意接纳，他们很可能是敌军派来的诈降者，借此谋划阴谋诡计。

我方的城市遭遇围攻时，若是有敌人的逃兵前来投降，您必须极度警惕，以免受害。诈降者很可能放火，敌人的部队则在守军忙于灭火时发动进攻。

将军，如果您认为将要面对敌人，进行阵地战，那么尽可能在他们的领土开战，这比在我方领土开战更有利。在异乡作战时，人们会更凶悍。对他们而言，战斗不只是为国家出力，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清楚，如果不全力抵抗，他们就会在敌人的领土溃败，那时将无望离开。而在本国领土作战时，就没有这种紧迫性了。如果他们逃跑，他们可以到工事中避难。若是无路可走，士兵们就会勇敢迎敌；若是有了退路，他们就可能纷纷溃逃。

在没有战争时，让士兵们有事可做，不要闲居。闲居的士兵将难免迷惑。

时时刻刻都要敬畏上帝，将军，特别是在准备直面敌人时。如果在战前充满恐惧的时刻，您真诚地向上帝祷告，您将会鼓起勇气，如同得到朋友的帮助一般，坚信能得到救赎。

将军和麾下部队在一起时保持机警，训练部队时努力周到，在面对敌人时风险也会更小。

您不要率领那些您不清楚是否勇敢的士兵参战。您必须清楚每个士兵能履行多少责任、适合担负何种任务再进行委派。

我们对抗敌人的计划，只有在实施前对敌人保密才能成功，否则他们就可以安排应对手段了。

欺骗、掠夺、断粮或者进行非常频繁的袭扰行动，都能有效打击敌人。您绝不应依赖阵地战。毕竟在大部分情况下，阵地战的胜负相当程度上由运气决定，而非勇气。

热衷工作的士兵会更加勇敢，而无所事事的士兵将迟缓羸弱。因此，您必须保证他们有事可做。对他们进行整训，如前文所述。

我们要求您在其他问题上保持诚实，但在战争计策上却不应如此。欺骗敌人时常能获得极大的利益。

了解并估计您部队和敌方的情况，由此分析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作战时就不会犯错。

将军，您要清楚，依靠勇气和军纪足以战胜怯懦而涣散的大批敌人。

地利往往能给作战部队极大的帮助。弱势的一方可能因此强大。因此，在制定计划时您必须要尽可能考虑地形，使之对己方有利，对敌方不利。

机智的将军会培养勇敢的士兵。天生勇敢的人极少，而关心、训练以及明智领导则会让士兵善战。

我相信开战的理由必须正义。抵御不义敌人的人，就是正义的一方。上帝会支持他，帮助他对抗不义。开始不义之战的人，他的胜利也会被上帝的裁决夺走。

胜利后，将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追击敌人。不要散乱前进，特别是敌人依然保持阵形时。这样做等于把几乎到手的胜利交给敌人。如果您在混乱中分散追击，敌人只要有序调头就可以轻易击败您，就像改变风向一样，转而开始追击。

将军，如果您谨慎考察天时地利与敌军的情况，您将比敌人占据更大的优势。这样做，您将得以应用所学，因势利导。

把全军聚集起来召开大会，或者时常会见无事可做的人，对战争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浪费精力，往往让部下不满。

将军在本国召集援军时必须极为谨慎。援军规模应当适中，不应多于将军自己的部队。援军很可能心怀恶意，蓄意哗变，占据邀请他们前来者的土地。这些人是用钱财雇佣来抵御危险的，若能获得更多的钱财，他们也会冒险反叛，与您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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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能给部队提供充足的食物，那么在敌人到来之前他们就失败了。缺少粮秣，人员和马匹都会无力。

依靠骑兵，特别是枪骑兵作战时，避开那些狭窄不平的区域。寻找平坦地形——更适合枪骑兵作战——并在这里开战。如果您依靠步兵，就到崎岖多树的地形开战。

如果您做好了率部迎敌的计划，而您听说计划被泄露了，那么就应该改变阵形或者指令与信号。

您或许希望更多人给您提建议，但应当只和少数可信的人商议要事，毕竟最有帮助的人能胜过许多人。您应当自行决断并保持秘密。

若是希望让您的大军保持境况良好，免遭损害，您必须率部到有补给的敌方或者把补给运到部队所在地。

不要仅仅依赖斥候侦察道路，将军本人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当在掩护下亲自侦察，在道路外，还要尽可能侦察贴近的敌军部队及其阵形。有了这些信息，他就能确定要如何对抗敌人与保护自己。

若是士兵的士气低落，就用高尚的说法和各种手段激励他们，使用话语、赏赐来争取支持，让他们重新斗志昂扬。

任何时刻尊敬教堂都有益，特别要尊重在其中避难的人。因此，将军，您要注意，自己或者任何人都不能迫使教堂中的避难者离开，除非他们得到了正义裁决。那些胆敢亵渎的人必须要惩处，不允许他们参与圣餐。

让您麾下的那些部队免于遭受强征和不公。无论是要服兵役的人，还是那些不用服兵役的人，除公共税收和畜牧税（aerika）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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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承受更多的负担。但建造城堡、舰船、桥梁、道路或者其他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的任务，当地资金不足以应对时，就要让所有人公平参与工作。不要因为友谊或贿赂而让任何人免于参与，而是要让所有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各尽其能，为公共事业服务。

阵亡士兵的遗体是神圣的，特别是那些为基督教而英勇奋战的人。您必须尊敬他们，用厚葬与永远的纪念来回报他们。此外，您也应当帮助他们的妻儿老小和仆役们。这样，士兵们才能勇敢作战，乐于面对战争的危险，因为他们相信此时对阵亡士兵的礼遇不会对他们例外，只要他们英勇奋战。

在冬季驻扎时，不要忽视备战，只有这样在春季您才能率军迅速并安然出击。

您要时常向部下发言要求听从命令，这样在战时才能同心同德。让他们和善对待彼此，这样战时他们才能乐于支援战友。

当您集结起一支步骑兵混合部队准备阵地战，将步兵配置到中央，每列十人，骑兵则配置到战线两翼。

有一个测试士兵勇气的办法。如果您突然使用鼓或者其他物品制造巨响，您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表情，寻找那些没有被巨响惊吓到的人，从这些勇敢坚定的人中挑选军官。

战时，一定要向上帝祈祷，将上帝当作盟友。即使如此，您也不要忽视自己的任务，轻视自己的责任。即使上帝支持，您也必须用自己的手来实现他的意志。弓箭手若是不射箭，就不可能击中目标，望风而逃的人也不可能击败敌人。简而言之，不着手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当然有必要向上帝祈祷取得胜利，但与此同时，您也要依靠自己的武器。

部队时常会受所谓象征与迹象的影响而陷入畏惧。如果发生这种事，您要亲自处理。在调查后，尽可能机智地向您的士兵们做截然相反的解释，再度让他们鼓起勇气与希望。

胜利的流言会让士兵更热忱地作战。使用这类的流言，您能鼓舞部下。在勇敢和昂扬的状态下，谨慎地战斗。在上帝的帮助下，您能把流言变为事实。

西庇阿曾经被罗马人选举为将军，当时他年仅十八岁。在就职后，他下令撤走部队的所有床铺、桌子、酒具和其他生活器具，只留下饭锅和便壶。军官使用银杯，士兵使用木杯。他下令任何人都不得洗澡或涂香膏。他们早餐只吃冷食，当然，正餐要吃烤肉或炖肉。军官们只能在小棚中居住。他作为军官期间，一直保持着这种简朴，而他的将才与功绩也为后世称道。他不信天文学、梦境、迹象、飞鸟占卜或所谓的预言，以及让将军分心的其他事情。如果您能效仿他，您也会取得和他一样的辉煌和胜利。

弓箭易于获取，在关键时刻也极为有用。因此我们命令您下令，在您管辖的区域，无论是堡垒、城镇还是村庄，所有成年男子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有一张弓，若是做不到的话，至少一户要有一张弓和四十支箭。他们应当在崎岖地形、平坦地形、狭窄地形进行训练。士兵会使用弓箭来作战，其他人若是遭到敌人突袭也可以用弓箭自卫。在山崖、狭窄道路和密林中射箭会带给敌人极大的杀伤，他们无法迅速恢复元气，也无法继续进攻。因此，这些区域不应被敌人占据，要保证控制，让敌人畏惧受箭矢杀伤。

上帝若是赐予您胜利，让敌人溃败，不要让您的部下解散队形掠夺敌人的武器装备，以免那些遭受追击的敌人调头反击，让追击者遭受严重的损失。我们失败的话将一无所有，但胜利时我们能够拥有敌人留下的一切。

将军收受贿赂是极为恶劣的行为，而且可能让全军崩溃。这可能造成两个最恶劣的结果：士兵们会因为他的贪婪而贫穷，因而也和他一样贪婪；怯懦无能的人则会被提升为军官。部队从上到下，将全部沦为行贿受贿的恶徒，从而无法勇敢迎战敌人。

选择那些沉稳、坚决、可信、认真，而且注重名声胜过荣誉或钱财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带来准确的报告。但那些粗心、怯懦以及热衷利益的人不会提供准确的信息，他们时常会给将军和全军带来极大的危险。

征战时，慷慨的赏赐会让士兵奋战；而在和平时，畏惧和惩罚则更能保证他们守纪律。

将军，您要注意，用饥饿与频繁的掠夺消灭敌人，比用武器击败他们更有效。

如果在战时，您抓到了敌人派来的间谍，而您确定我们的部队安稳，强势且未受损失，就不必羁押他，而是让他离开，向敌人汇报您部队的精锐境况，让敌人惊恐。另一方面，如果您认为我们的部队实力虚弱，就决不能让他泄密，将他处决或转往他处严密看押。

在考虑重要任务和可能的工作时，您要充分考虑如何行动最为有利；但在您做好了坚定合宜的决定后，就不要做任何拖延，将您的计划投入实施，特别是在战时。曾经有人向伟大的君主亚历山大提出问题：“您是如何在几年间就建立如此伟大的功业？”据说他回复道：“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到明天。”

如果您征召盟军，不要把他们和您自己的部队混杂起来，特别是他们与您的部队有不同信仰时。让他们建立自己的营地，让他们自行组织行军队列。一定不能让您的作战计划为他们所知。如果他们转为和我们敌对，他们就可能利用这些情报，在对您的军事行动中占尽先机。不要引入比您的部队规模更大的盟军，他们可以轻易哗变或者占据您的土地。

期待和平的将军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如果您希望恐吓敌人，让他们与您作战或和谈，就一定要展现出您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会让他们极度紧张，从而愿意和谈。

绝不要贪求奢华，特别是身处军中时。这会导致将军本人和军队的彻底毁灭。

您绝不要因为好运而狂喜，也不要因为厄运而抑郁。您绝不能给部下这样的印象，而是要保持沉稳和高深。喜怒形于色是轻佻的表现，绝非将军应有的气质。

任何事都不要过度。将军，您不应过度恐吓下属，也不要过于仁慈。这都不是将军应有的行为。过度的恐惧让人怨恨，过度的仁慈让人轻蔑。最好还是在两个方面都保持节制，对违犯军纪者，既不暴怒与过分处罚，也不要不处罚他们。否则，您的部队将陷入混乱。

在战时，您应在夜间计划行动，在白昼按照计划执行。计划与执行同时进行并不合适。

常胜将军并不是那些夸夸其谈者，而是那些在行动中证明自己话符合前言的人。

如果您的部队较少，敌人的部队较多，就迅速占据一个狭窄更适合部队行动的地点。这样敌人的大军就会毫无用处，因为地形无法让他们展开。

在与敌人达成和约或者停战之后，不要因此懈怠，而是要在营地配备更精锐、更机警的警卫。如果敌人背约，他们即会得到上帝的惩罚，也会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而您则能够保证安稳，并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守约的名声。说出“我没想到”绝对不是将军应有的表现。

将军，若是想要成为军事专家，下面的问题也很重要，就是通过经验推测敌人部队的真实规模。您需要预先进行训练，清楚多少部队要占据多大的空间，如前文所述。

将军，您很有必要了解敌人的部队，同时也要向敌人隐藏您自己部队的真实情况。若是您想要让敌人无从得知您的部队规模，就让士兵在行军或者列阵时使用紧密队形。这种紧密的队列会让敌人的侦察兵失误，无法准确估计您部队的规模。也可以反用这种手段，如果您想要让敌人把您数量不多的部队当作一支大军，那么就让士兵在行军和列阵时拉开距离，占据更多的空间。这些举措在合适的时机与情境下都能够有效地欺骗敌人。

如果敌人和我们的装备相同、质量相当，那么胜利将更可能由更擅长组织的一方获得——若是尚有余力，他还能够利用计策与战术取胜。

您不应当让对手在您列阵之前就清楚您要如何部署。在他们列阵完成前迅速完成己方的阵列。如果您最先完成阵列，准备好的您就可以自由行动。敌人此时则更可能忙中出错，来不及拿起武器。

因此，如果您首先列阵完成，准备冲击，您就可以安然进攻。您会让部下自信，让敌人畏惧。

一定要遵守下面的指示：关切伤兵。如果您忽视他们，余下的部队也会沮丧，不会尽力战斗，甚至可能因为您的无动于衷，让那些本可以救治的人离世。

当您击退敌人后，要绝对禁止部下掠夺战利品，以免敌人调头攻击忙于掠夺的他们或者安排圈套。您要让部队在追击时保持安稳。那些负责救护伤员的人也要负责整理战利品，他们要将战利品收集起来，交给所部的十夫长，如前文所说，十夫长们则将其保存好，以便按前文所说的方式进行分配。

对敌人的准备存有戒心的将军，在我看来，能够在战争和其他行动中保持安稳。

我认为将军可能造成的最大失败就是让绝大多数部下在一次战斗中丧生。如果他明智地集结战线，谨慎地进行机动，那么即使他的部队遭遇一些不幸，他也可以有序撤退乃至迅速反败为胜。

您如果能集结适宜的军阵，并在作战期间全程保持其秩序，将有效打击敌人。在军阵中，最重要也最能保证安全的关键，是让作战部队维持阵形以及维持阵列的间隙。

保证部队背向阳光和风沙，而让敌人面对它们，您会发现这极为有利，敌人的视线受限、呼吸艰难又被风所阻碍，这一切都会很快给您带来胜利。

将军，若是敌人行动大胆，就诱使他们仓促投入行动，让他们做无用的机动。如果敌人怯懦，就持续而迅速地发动打击。您必须清楚敌方将军的位置，并就此安排计策。

将军，发言时应当掌握一些技巧，您往往能让失望者重新投入战斗，清除军中的沮丧情绪，让勇敢者愈发勇敢。靠着您的机智和公开发言，您能让麾下的部队大为受益。

您应当保持机警，而且要比其他所有的士兵都参与更多的战时任务，但几乎不要索取补偿。这样您可以获得名望，得到众人的爱戴，让他们在危急时刻乐于与您共患难。

若是上帝赐给您胜利，敌人寻求和谈时，不要态度顽固，要展现慷慨，实现和平。记住，战争和运气都是充满未知的。

记住陛下多年以前所说的，将军，您有义务把对武器装备的考虑置于其他任何备品上。您知道，我们可以从敌人的领土上获取食物和其他补给品，但没有武器装备或者出现缺少的情况，您也不能战胜敌人。

高声而清晰地呼喊战吼的军队，可以给敌人的阵线带来极大的恐惧。

如果敌人依靠大批弓箭手作战，就要在潮湿的天气作战，因为弓弦会因此松弛。当您发起冲击时，敌人的投射武器将毫无作用。

将军应当是靠自己的功绩而得以显赫，而不只是依靠家族的名声。金枪在作战时意义索然，而尖利的铁枪则极为有效。

如果您在处理紧急的事务之外，还能够为未来进行安排和预计，将军，您真可谓明智。

最好时刻摒弃享乐，但对将军而言，在战时更应当如此。

您不要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冒险开战，不要效法那些冒险作战，仅仅因为好运而被他人仰慕的人。在作战时，您应当在保证安稳的前提下迎敌，进行您认为有意义和有帮助的安排。运气赐予一次胜利，也可能赐予许多次失败。此外，依靠各种策略，即使偶尔失败，胜利总归会更多。

将军，如果您贪求钱财，您会让您的部下毁灭。您不但会因为贪婪而损害本国的同胞，也会被敌人蔑视。

进行军事行动时要做好情报和对外调查工作。如果在其他问题上出错或许还能够弥补，但在战争中的错误往往无法挽回，因为死者不能复生。

将军，谨慎研究并侦察宿营地点，那里是有益健康且安稳，还是不宜居住？周围有饮水、木材和牧草之类的补给吗？如果这些补给距离遥远，获取补给会产生相当的困难与风险，特别是有敌军在场时。试图寻找附近的高地，如果找到的话，就在敌人到达之前将其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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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敌人在附近，您可以通过让敌人猜错您的打算而得益。您可以假装扎营或包围敌方工事，这样敌人或许也会做类似的安排。而在他们分散开来工作时，您可以保持阵形，突然袭击他们。即使这发生在崎岖地形，您也可以安然转移部队。

将军必须像出色的摔跤手一样安排军事行动，声东击西，欺骗敌人。您必须抓住机会，使用各种手段战胜敌人。

胜利与失败都是未知数，如果您在作战以及其他对抗敌人的行动中牢记局势逆转的可能，您就可谓真正勇敢而睿智的将军。

危急时刻，谨慎的将军不但要为很可能发生的事做安排，也要为意料之外的事做防备。

如果您身边某个军官做了许多令人不齿的事，即使在细枝末节的事上也不要信任他。

您要注意，您应当提拔比麾下士兵更出色的人担任军官，士兵们才能心悦诚服。正如古人所说：“鹿无法统治狮子，只能被狮子统治。”

让您的军队维持在良好状态中。如果战斗被推迟，就花时间进行训练，演练战时的行动。在真正作战时，您就能把训练时的勇敢真正展现在战场上。

在平静时思考重要问题，在回想完您应当进行的任务，思考有无遗漏之前不要睡觉，也应当思考明天该怎么做，并做好安排。

如果您轻信他人的许诺，您会被所有人轻视和鄙夷。但如果您谨慎调查与测验，人们就会敬佩您的审慎与机智，不再敢欺骗您。您的下属们会惊异于您的坚定，您则能了解事实。

记住，作战时有备才能无患，而经验证明，鲁莽冲动的将军往往会犯下许多错误。

如果您想要向敌人隐匿计划，您就不要随意轻信下属。人多嘴杂时很难保守秘密。

您必须熟悉各个军官和士兵的性格，将军，要清楚他们适合哪些任务。这样您就可以进行合理安排。我相信忽视这些问题的话，将很难列好阵势。

优秀的将军能够成为部下的模范，坏将军也会有部下效法。因此，作为由陛下委任的将军，您必须给部下做良好的示范，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并进行一切必须进行的工作，同时，要求您麾下士兵不得违反的纪律，您自己也不得例外。

了解计策是可敬而极为有利的事，这时常会让我们不战而胜。您必须谨慎研究，并由此突袭敌人，免于进行阵地决战。若因形势所迫而无法使用计策，就集结军力迎战敌人。

将军应当充满青春活力，身体也应当耐劳。他应当因为对军事知识的了解与运用而受尊敬。一个自古有之的习俗是委任那些战功赫赫的家族的后代担任军官，他们的父祖取得了显赫的胜利，甚至他们的名字已经标志着胜利。

我会告诉您一个我从书中读到的好计策。如果您要和规模更大的敌人作战，而您不想和他们决战，又想安然脱身，就要寻找附近的河流，让河流改道流向敌人的阵列，这样您就可以避免进行决战。

将军如果同时拥有陆军和海军力量，就可以轻易打乱敌人的计划。敌人如果占据了陆上的要地，可以计划攻击他的舰队或者其他滨海地域；如果将军向他们宣称要从陆上发动进攻，他就可以使用海军发动突袭。

将军，您必须清楚，不要对他人怀恨在心，也不要因为个人的猜忌影响您履行职责，从宗教的意义上是如此，也有实际的利益在。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您应当排除偏见，对事对人均应如此，仅仅考虑怎样做有利，并照此执行。忽视这一点曾经许多次造成极大损害。

将军，您要明智行动，在时机来临时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或许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您预知未来的情况，特别是星辰的起落。您可以预言这些，因为这些是吉兆。您麾下的士兵会因此大受鼓舞，支持您的军事行动，仿佛星辰升起是来自天堂的指示，预示着好运，让他们在迎敌时更为勇敢。

如果步兵集结在平坦地形面对敌军骑兵，绝不能允许他们解散阵线逃跑，即使境况艰难时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坚守阵地，还有希望取胜，但如果他们逃跑，就再无存活的可能，因为步兵会分散开来，遭到敌人的追击。

就像人期待舒适生活一样，士兵们也要积极参与到战争中。正是他们，我们才得以舒适地生活。胜利只有靠士兵持续的努力才能真正达成，而战胜敌人才能带来舒适生活与和平。

有时，当您发动陆路进攻时，如果您让士兵扮作当地人，就可以轻易夺取堡垒或者其他据点。如果您从海路进攻，那么在海战之前俘虏一些敌人的舰船，并假扮成敌人的舰队。派您的士兵登上这些船只向敌人的领土航行。敌人会把他们当作友军，因而更容易突袭。

我要和您探讨警戒方面的问题。如此安排，您的哨兵们就能整夜保持警惕，而营地则会因为他们的警戒而安稳。您应当宣称：“我会在夜间的某个时刻在岗哨点起灯火。”看到灯火后，哨兵们就要高举自己的灯火来回应。他们不知道您何时会点起灯火，因此必须整夜保持清醒。这会让您易于确定各岗哨的情况，可以立即发现那些反应迟缓的岗哨。

谨慎的将军会警惕那些做困兽之斗的敌人。绝望会让紧急情况更为紧急，让士兵更加勇敢和大胆。当一个人在面对敌人时，没有任何获得解救的希望，他就会绝望，要么选择胜利，要么选择死亡。如果率领军队与敌人作战，而敌人处于下风口，就点燃这一区域生长的草，让火焰向他们的方向传播，击败他们。

如果您打算在清晨对敌人控制的某个地点发动进攻，那么在夜间您就应当在各处布置部队，这样通过在几个方向发起进攻，您会让他们愈发混乱，而且也会借此打散他们，抓获大批俘虏。我还要补充一点：进行这样的突袭前，趁夜环绕敌军布置铁蒺藜。下令步兵在鞋上加掌或者木底，不要只穿皮靴作战。这样，若是步兵或骑兵担心被铁蒺藜所伤，这样的安排可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此时仅仅派步兵来进行作战。

自律对将军和军队而言是价值极高的特质，而通奸则会导致毁灭，特别是奸淫俘虏的妇女时。比如非尼哈对那个米甸妇女和心利（圣经中的人物）的处置，因为与一个俘虏的女人通奸，几乎毁灭了一支胜利的军队，但非尼哈用长枪刺死了奸夫淫妇，得以赎罪，瘟疫消退，证明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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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让士兵在战斗当天更为强大，如果您早起并告诉他们，您在梦中得到了上帝或者其他神圣力量的指引，要求您进攻敌人，并准备支持您。

如果用好钱财，您就可以屡屡战胜敌军，而不必实际开战。如果敌军的背后还有其他敌对势力，您就可以用钱财劝说他们进攻您的敌人。一方会被消灭或认输，而胜利者也将因为恶战损失大批战士。结果就是，这两个敌人都会被削弱，与此同时您却安然无恙，而且将比两个敌人都要强大。

在战时，如果敌人打算武力突破您的战线，就主动向后退，并在稍后调头往他们军阵的后方进攻，仿佛转为由您来追击他们一样，从而扭转战局。

为了让部队免于因怯懦者从战场逃跑而造成惊恐，把这些人迅速调离您的军阵，担负其他任务。

将军依靠身体的强壮参与军阵格斗，往往帮助极小。或许他可以在部队怯懦时，通过共患难来鼓励他们，但如果他阵亡，反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的任务是安排计策和调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履行这些任务，会带来比亲自战斗更大的益处。

如果您想要让敌人以为您部队规模庞大，就派一些骑兵驱赶驮畜，比如驴和牛。这样的欺骗手段有时能起效。

如果您让部队中的重装部队保证有序行进，而后在距离一箭地时突然向前冲锋接战，会极大地震慑敌人。他们不会被箭矢射伤，安然冲锋的他们可以击溃敌人。

我要告诉您一位明智的将军的事迹。在集结起军阵后，一声惊雷让士兵畏惧，认为这是凶兆。他则如此宣称：“雷声并非是在我们的方向，而是在敌人的方向，上帝向着我们的敌人打雷，是下令我们出征。”

如果您让本国的摔跤手击败敌人种族的摔跤手，您就能够让士兵蔑视他们，并证明我们的强大。

如果您不想让部下直观地得知都有谁在战斗中阵亡——这样的情况时常会出现，那么就在战斗结束后，命令士兵就地结队用餐，而不是小队各自集结用餐，这样他们就不会立刻发现小队中少了谁，不至于失去信心。

敌方的将军之于敌军，就像蛇头之于毒蛇。尽全力将他杀死，或者是使用重装部队直接冲击，或者以他一人为目标集中投射，又或者采取其他的手段。毒蛇的头被切掉后，身体也就无计可施了。

战时，把密友、同伴和亲属们集结到一起是很好的想法，他们的感情会让他们愿意为彼此奋战，从而立功。

如果您在掠夺时焚毁所有的敌方地产，却让敌方某个重要人物的地产完好无损，则可以挑起敌人之间的猜忌。

将军，您的部队规模或许足够大，自行作战已经足够，但在必要时，也可以带一些不适宜作战的人协助您、服务士兵，并制造部队规模庞大的假象。如果您的部队规模较小，就召集盟军，保证部队规模足以战胜敌人。“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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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尝不可。

如果您需要给一个在敌方领土中的人送口令，就把口令写下来，并用蜡封好，而后在蜡上写下某些不会让人怀疑的东西。这样您就能送出口令同时保证秘密了。

某个人曾经谋划叛变，但在被发现并逮捕时，他向同伴透露了敌人的计划，建议他们如何进行防备。敌人确实是如此说的，但是实际使用的计划截然相反，而听到打算叛变又被逮捕的人透露的情报，您又怎么会怀疑呢？这个人即使谋叛，也是我们的同乡同族，或许被敌人用金钱收买了，然而敌人依然是敌人，从各种意义上都是异族。

士兵们的怯懦可以从迟疑和面色苍白上显现出来。将他们悄然从部队中调走，仿佛他们是去拿遗落的物品。而后，向您的士兵们下令，部队中的懦夫已经清除，他们就可以勇敢奋战，赢得胜利。

我可以给您提供另一个清除怯懦士兵的办法。在大军集结起来时，突然吹响号角，仿佛敌人准备突袭。怯懦的士兵会在混乱中逃跑，而勇敢者则会迅速列阵。

如果您的士兵训练有素，对抗缺乏训练经验的敌人，不要让他们立即与敌人接战，而是维持阵形，拖耗经不起劳累的敌人，而后再发起攻击。但如果您面对的敌人训练有素，而您的部队缺乏训练，那么就毫不犹豫地率部立即投入战斗。您士兵中最优秀的一批仍能奋勇杀敌。

如果有必要，让敌人以为您准备停驻。如果您打算撤退，而又想欺骗敌人，就砍伐树木或者堆积木料并把盾牌或其他闪光的武器放上去，假装士兵。这样，在紧急情况下，您仅舍掉一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安然率部退走。

正义必须是一切行动的开端，而正义对于战争而言至关重要。不仅战争本身要遵守公正，也要谨慎行事。那时上帝才会赐福，和我们的士兵一同奋战。士兵们会因为正义的庇护而更加热忱，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不是在进行不义之战，而是在反击不义之人。

无论何时您打算投入战争，都要确保您的部队做好准备，并安稳出征。如果您的军事行动出了问题，您的部下就会在战争的压力下耗竭并失败。身为优秀的导航员，您要做好万全准备再率领航船出港，而后就把一切交给上帝裁决。

您要确定，只有对接下来的战争进行了自始至终的分析，才能开战。率部出征后又改变计划返回，既可鄙又是错误。所有人都会把您视作笑柄。敌人会蔑视您的笨拙，因为您不能公正而有序地安排好一切，即使您本意并非如此。

如果您准备率部出战，他们必须免于罪恶，您也必须让他们得到神父的赐福，而后自信地出征吧。

部队有必要保持完整阵形有序进军，并了解战争，即使此时您还没有准备交战，而是在我方或者敌方领土进行或许要许多天才能完成的长途行军。这样安排的话，士兵们会习惯维持阵列，跟紧所属军官，不会因为敌人的突袭而陷入混乱。

如果您预先派少数人，即罗马人所谓的测绘部队和安营部队，做好前方道路的侦察工作，您的行军将更加安稳。

如果您持续训练部队，他们会做好劳累的准备，维持军阵并更加耐劳。闲居会让他们的身体柔弱，精神涣散，但训练和劳作会让他们的身体坚实，精神抖擞。因此，将军，在没有直接军事威胁时，您有必要预先考虑最适宜的手段，并做好最有利的准备。

我们发现，勇敢的士兵往往因为不听命令而阵亡。因此，任何人离队掠夺或者不听命令冲出战线，都应当遭受鞭笞，终止这种抗命行为。这样的人只会让自己死亡。

明智的将军会保护好自己，免遭敌人可能的阴谋诡计。他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也会谋划计策来对抗敌人。他清楚自己要对敌人使用什么手段，当然也知道要如何避免中计。一个人对付他人的经验，自然也可以用来防备敌人。

如果您想要向敌人隐匿自己转移营地或者其他活动，不要告知其他人，只能通知少数军官。如果您的意图被大批军官所知，他们就自然会向下属传递消息，这就会给想要出卖您计划换取利益的人机会。

我不相信通过梦境可以确定什么，但在战时有必要宣称并劝说士兵们，让他们相信梦境预示了胜利。他们会以为您解释过的梦境都是正面的，是上帝的旨意，因而心无杂念，加倍勇敢地作战。

我认为仓促追击撤退的敌人是错误的，这时常造成危险。他们可能是蓄意诈败，并安排伏兵或突然调头，攻击混乱分散的追击者，造成极大的损害。无论何时追击撤退的敌人，都不要解散阵线，除非您确定敌人已经彻底无望反败为胜。

明智的将军能够因为他的出现而激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们面前展现自信与高昂。此外，他也应当能言善辩，用话语鼓励他们，让士兵们效仿将军的自信。

作战的阵形不只有一种，而是因为武器装备、敌人以及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存在许多变化。将军，您能够从实战中了解这些差异。您不应当随意组织阵形，而是按照部队的装备情况和作战的要求，布置前方、侧翼和后方的部队。

当您集结起一支步兵部队，无论是所谓的重盾步兵，还是所谓的轻装步兵，比如弓箭手和投石兵，而对面的敌人使用标枪或者投石索、弓箭，那么您的部下应当使用长方盾，所谓的长盾，或者其他大盾来迎战敌人。将盾牌举过头顶作为防护，他们将不会受敌人投射武器的任何伤害。

面对敌人时使用半月阵，这种半环形的阵形稳固而难以突破。敌人会进入新月的中央，而两翼的部队将前进，将他们包围在中央，就此更有效地发动进攻。因此，在面对对方的半月阵时，把部队分成三部，让左右翼的部队对抗新月的两端，而中军阵不向中央前进接敌，而是准备支援左右两翼作战。敌人中央的军队或者因为停驻而无法作战，或者因为前进而自行打乱阵形。如果您让中央的部队诈败，敌人可能发动追击，这样他们不但阵形会散乱，也会在冲击时陷入混乱，而您的部队依然保持着秩序，而后您率部突然调头迎击，追击的敌人会迅速败退。

突袭比其他任何进攻方式都有效，特别是突袭敌人的后方，会让您的攻击更为强势。因此尽可能安排部队突袭敌人的后方，您会发现这比突袭敌人的侧翼更为有效。

命令和口令都要由军官下达，而非全由阁下、军区将军完成。因为在关键时刻如此做，就是狂妄自大，而且完全不了解情况。这样下达命令会极为浪费时间，造成相当的混乱，因为人们难免要互相询问，而传话时的添枝加叶和遗漏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真正值得敬仰的将军，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决断，不只是在境况尚不紧急时制定计划。即使是那些关键的任务，在战时也不可能只靠遵照计划来完成。

在和敌人接战前，当您列好阵势准备发动冲锋，而此时我方面向太阳时，要您的部下高举出鞘的武器，让刀剑盾牌和枪尖闪亮。这样，敌人会因为我们军阵的光辉而惊愕。当您即将和敌人接战时，命令部下齐声战吼并敲击武器。

敌人若是拥有大批骑兵这一有利条件，就选择崎岖狭窄、临近山地的战场，让敌人的马匹无法发力。时刻警惕逆境到来，您必须要预先选择退路，这才是明智的将军所为。

要清楚最有利的作战方式，勇敢地在军阵中面对危险，而不是逃跑并任人追逐。您必须相信您的奋战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不要以为调头逃跑就能活命。

在上帝的帮助下，如果您取得了胜利，将军，您必须要慷慨对待士兵，让他们获取战利品，无论是武器装备、马匹还是其他物品，您也应当准备庆功宴。您应当提升那些英勇奋战者，给他们赏赐。至于那些怯懦、无能或试图逃跑者，要以合适的方式惩罚，并让其他士兵以他们为耻。这样，您会让怯懦者鼓起勇气，而勇敢者在未来的战斗中则会愈发英勇。

当您战胜敌人后，将军，按照我们陛下已经制定的法律，您应当如此分配战利品。将五分之一归入公帑，余下的进行平均分配。军官和他们麾下的士兵们要论功行赏进行分配。但如果一些军官或者前沿士兵表现英勇，那么就从归入公帑的那一部分战利品中进行慷慨而公正的赏赐，即使是后方防护辎重车辆的士兵也应当得到一份战利品。

步骑兵混合军阵就像是躯体，轻装部队，也就是弓箭手、标枪手和投石兵，就像是手，骑兵则如同脚。头位于两手之间，将军您也应当如此。其他全身披甲的长盾步兵，古时所谓的重盾步兵也要各自就位。您必须记住，您有义务为自己和麾下部队的安全考虑，就像头脑一样，而他们也会因此而保护您的安全。

下面提到的内容也可能有用。如果您部队规模庞大，而处于某种目的想要向敌人示弱，就把小队集结到一起，在所谓的帐篷中躲避，并把武器放到一起。但如果您的部队很少，就按照需要把小队分成两支或更多支队伍宿营，这样部队的规模看上去会格外庞大，不像是人数不足。迅速离开营地，前往另一处地点，在紧密侦察敌军后与他们交战。

让士兵们进行模拟战斗，会让他们习惯真正的战争。您可以安排部队模仿支援部队、交战部队、临阵倒戈、战场突袭或者模仿刀剑相击与喧嚷，又或者模仿抓捕逃兵或发动进攻。这样，他们会习惯战争中的一切，不会在遭遇实际问题时措手不及。

我能给您提供一个海战的计策。出海远征前，您可以在没有港口的沙洲停驻，将许多袋子装满砂砾，用绳子系好，就像是铁锚一样配备到各艘快舰。这样，利用这些沙袋，您可以迅速搭建所谓滨海港口，发动您计划的袭击。

如果您打算穿过没有水源的土地，就要带尽可能多的水随行。在夜间行军，从傍晚行军到清晨，并在白昼而非夜间睡眠。这样马匹不至于过于干渴，您也更容易维持水的供应。

曾经有一支部队相信征兆和迹象，一个人打了喷嚏，周围的士兵都会失去勇气，仿佛这是极大的厄运。将军立即发言：“这么多的士兵在场，有人打喷嚏也不奇怪。”当他说完之后，士兵们报以哄堂大笑，而此时的笑声意味着救赎，明智的将军就这样扭转了所谓凶兆，成功鼓舞了部下。

注意，如果军队在之前某年的某月某日曾经大胜，尽可能在这一天投入作战。再度在这一天作战，士兵们会斗志昂扬，认定在胜利纪念日奋战会再度得到上帝的支援。地点也是如此。

不要被我接下来所说的问题干扰。真正的将军或者说其中最优秀者，不会只做对他本人有利的事，也会为下属的共同利益安排。为共同利益着想，他自己也会因此获益。若是牧羊人为羊群着想，他自己也会获益；如果忽视羊群，他不但会不称职，也会因为羊群的损失而受损。

如果敌军组织舰队，而将军率领海军组成半月阵形准备后退，那么他就应该命舰船倒退，仿佛拉开与敌人的距离一般。他这样并不是逃跑，而是战斗撤退。如果必要时，舰船面向敌人的他可以再度进攻面前的敌人。敌人不会贸然冲进半月阵的中心，因为担心被包围。

若是上帝赐予您胜利，不要在一片混乱中追击敌人，如前文所述。您应当做好敌人调头反击的准备。失控的追击会让您的队列解散，反而陷入被动。

在穿过狭窄道路时要极度谨慎，特别是从敌军领土返回时，要准备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士兵在后方进行警戒。他们可以击退来自后方的敌人，任何人也不会试图抢先通过，不敢在阁下的面前违法乱纪。这样，在两个方向，您的军阵都会保证安全与稳固。

为了在迎战敌人时加强您的部队，您可以这样安排：在作战时，如果敌人高声叫嚷，让您的部下保持肃静。但如果您的敌人保持肃静，那么您的部下发动冲击时就要大喊。

如果您发现自己找不到给士兵的装备，就下令那些装备良好但并不打算出征的人，如果他们不打算出征，就应当每人提供一匹马和一名士兵代替自己。这样，英勇的穷人可以得到武器装备，而怯懦的富人则让真正的士兵得到合适的武器装备。

当你们率领步兵时，如果部队中也有骑兵，要让步兵在空闲时间学习骑马。给他们配备合适的轻武器，以保证步行时依然行动迅速。在特定的场合他们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迅速骑马抵达要地后下马将其占据。他们在那里可以利用投石索、弓箭和其他武器投入作战。

如果您确定一个功绩显赫的人希望让一个人到安全的地方去，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亲友、将军，您有必要帮助朋友改正错误。这样做，您是在维护正道，也会让愧疚的他们奋战。

部下听从军官的指示并为此艰苦劳作，足以说明他具备优秀军官的典型特质，展现了美德。那些受逼迫的人，即使暂时听从他们无礼的上级的指令，也更可能暗藏密谋，而非成为朋友；更可能逃离战场，而非患难与共。

优秀的将军最应当关注两个问题：农业，因为这能保证士兵的供应；军事，因为这能保护提供粮食的农民。因此，您有必要优先考虑这两个问题，其他的职业或许能带来更多的奢侈享受，但这些才是必要而可敬的事业。

因此您必须展现出可敬的一面，应当为众人的利益，而非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前文所述。优秀的将军并不只是要让自己生活优渥，也应当考虑麾下士兵们的安全。陛下提升一个人为将军，并非因为他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关键在于他能够保证对下属的关怀。所有人参与战争都是为了改善生活，也因此才会接受将军的指挥，去做正直而可敬的事。

沉溺于奢侈而不守纪律的将军会给军队带来极大危害，而维持秩序和自律以及保持理性，对军队格外有益。除了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外，不应该携带其他物品出征。无论战争还是和平，追求的都是节制，而非奢侈。一个人在马上饮酒是何等可耻！他的力量因此流失，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军官们指挥时必须保持坚定，特别是在处理那些和士兵们相关的事务时。时机转瞬即逝，我们的行动也必须果决。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海战犹然。

如果您在和来自各地的敌人作战，您不应该静等他们集结成一支部队，而是应该在他们依然分散在家乡或者道路上时主动出击。如今的蛮族从埃及、叙利亚和奇里乞亚集结部队对抗罗马人，因此海军军官有必要先占据塞浦路斯，以免蛮族的舰船集结起来，而后再以压倒性的优势进攻依然分散的蛮族舰队，或者在他们的舰船撤退前将其焚毁。

可以说，您就是军队这个巨大身躯的外科医师。您的职责是祛除军队中的疾患，比如散漫、奢侈、铺张、挥霍，也要排除占卜、迹象、预兆和梦境。真正虔诚的您，有责任排除这一切，除非有必要暂时允许其存在。将军不应该认定某些预兆昭示着胜利与救赎，他应当以他的机智和经验谨慎考虑事态的发展，以安排相应的行动。最重要的是把淫乱从军中排除，因为从古至今，淫乱对军队的危害极大。一些人还相信迹象和梦境，时常因为胡乱解读而失误，乃至死亡。

让您的儿子以及麾下军官和勇敢出众的士兵的儿子陪同参与作战，是个好想法。我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证战争，亲手体会军中的工作。战争是一个人学习基础知识的途径之一，这样您和朋友们的儿子在成年后就能习惯战争，在遭遇死尸和伤口时展现勇气，面对并感受战士们格斗时的呼喊。这样，他们从小就能习惯战争中的苦难，也能学会勇敢面对。

展现勇气，周密计划，与战友奋战，在面对战争的危险时保持自信和理性，足以证明您是坚强而出色的将军。坚定慷慨的将军能够临机决断，他的明智思维与友好态度，能够让和他一起作战的士兵成为好友，愿意与他共渡一切难关。

像好猎手在追逐狼狐时那样，您也应当派出间谍侦察敌人。在军营外布置哨兵，而后向所有人下令拦住来往的人，让他们说出其所属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属于哪一个战队、哪一个小队或者询问口令。进一步审讯那些答不出来的人，这样就能抓住间谍。

将军必须要在公开发言时保持理智。理性的发言往往比精良的武器更能激励部队勇敢奋战。如果他能够指出他们面对的敌人也不过是血肉之躯，和常人无异的话，则会更有效。

士兵们即将和敌人近距离格斗时，将军，您有必要骑马突前并高喊：“再向敌人冲锋一次，我们必将胜利！”骑马疾驰穿过战线，连续呼喊三次。就此，接连发动三次冲锋后，您将真正靠士兵的奋战赢得胜利，在上帝的帮助下，第一次冲击就能击退敌人。

为了向敌人展现您的经验老到且可畏，在接见敌人的使节时，询问他们。此前他们作为使节出使过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什么人？此外还要考虑如何应对目前的使节们，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这样，在您接见并询问他们时，他们会因为您的博闻与专业而惊异。

如果您打算派海军到某个地点或某座城市，您必须对目的地进行保密，不要让他人预先得知。把命令密封好，交给您麾下的军官们。在起航后，他们才能拆开信封，得知他们的目的地。这样做能够保证您的计划不被敌人发现。

遵守军法会让将军取得胜利，让他功绩显赫，永世不忘，皇帝也会因此快乐与欣慰，敌人则因此被迫和谈与臣服。所有的臣民将免于一切的邪恶，甚至得到丰足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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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币上的罗曼努斯一世与其长子克里斯多夫。出身低微的舰队都督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在利奥六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幼年摄政时期把持了帝国，加冕为共治皇帝并实际执政，将君士坦丁七世的皇权架空。但罗曼努斯一世执政时期，帝国不但阻挡了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的入侵，更在东部开疆扩土，而在国内，罗曼努斯也颁布了土地法令，保护作为国家税基和兵员来源的小农阶层的利益
	◎　君士坦丁七世接受基督加冕，存于亚美尼亚。被罗曼努斯一世架空的君士坦丁七世，因为罗曼努斯一世的儿子们发动不得人心的叛乱而最终得以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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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乞讨的贝利撒留，弗朗索瓦-安德烈·樊尚作品。贝利撒留被刺瞎并乞讨的故事是后世的艺术加工，但优秀的将军也难免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被解职。在《战术》成书几十年后，被编年史家们与贝利撒留相提并论的约翰·库尔库阿斯，扫清了利奥六世执政时期的阴霾，加速了帝国在东方扩张领土的步伐。而他最终也如贝利撒留一样，因为罗曼努斯一世儿子们的叛乱，而被牵连解职
	◎　突厥人伏击十字军的想象画。科穆宁王朝的曼努埃尔一世在1176年的密列奥赛法隆之战就因为遭到山地伏击而惨败，一生的英勇征战随之大打折扣，也为帝国最终彻底丧失安纳托利亚埋下了祸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利奥六世的喋喋不休，也可谓久病成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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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曼兹科特之战，伊斯坦布尔的当代想象画。利奥六世在《战术》中几次三番强调的诸多问题，并不能阻止罗曼努斯四世的惨败，当然，早在917年，拜占庭军队在阿赫洛之战的指挥官老利奥·福卡斯就进行了许多《战术》中所反对的行动，比如指挥官亲自参与格斗，擅离职守等
	◎　奥赫里德的十三世纪末的拜占庭壁画。在安德罗尼卡二世执政时期，破败的帝国几乎完全依赖雇佣军勉力维持。帝国中仍会有人回忆起利奥六世的教诲，但已是覆水难收





注解



[1]
 　译注：本章总共221段，除去第一段的引言之外，余下220段的首字母，组成了本书的作者：利奥，基督庇佑的和平独帝，忠实、虔敬而可敬的奥古斯都以及罗马人的皇帝“toothpnnioa”。“toothpnnioa”没有任何意义，格罗迪迪埃·德马东教授认为初版实际应当组成“Alexandros”，即亚历山大，利奥六世的弟弟与共治皇帝。他认为这是利奥六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执政时期所改，因为亚历山大在他短暂的执政时期曾经试图废黜年幼的君士坦丁，甚至一度计划将他阉割。参见J．Grosdidier de Matons，Trois etudes sur Leon VI，TM 5（1973），181—242。


[2]
 　译注：指斯巴达人。斯巴达城邦就是位于拉科德摩尼亚地区，即今拉科尼亚。


[3]
 　译注：这一部分讨论的应当是莫里斯执政时期，寻找雇佣军的情况。从罗马帝国晚期到《战略》成书的六世纪末，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借民族大迁徙之机，大量使用异族雇佣军编入辅助军团，作为罗马军团和此后的野战军的补充，也由此引发了各种危机。在利奥六世的时代，邻近的政权大多已经定居下来，如罗马帝国晚期那样获取大规模雇佣军相当困难，这一说法几乎不复适用。


[4]
 　译注：此处所谓的“公共税收”，或许就是指人头税和土地税，而“aerika”直译近似“空气税”，实际上是一种对畜牧者征收的税收。


[5]
 　译注：参见《民数记》第25章。


[6]
 　译注：希腊谚语直译是“狮子皮不够，狐狸皮来凑”。



后记

作为对前文的总结与复述，我们此处给阁下提供如下建议。遵守这些建议，您才能成为出色的将军，也将让自己以及麾下将士免于危险与哀伤。

首先，您所说和所为都必须来自上帝。发言或做事前，一定要把上帝放在心中。

我认为应让一切的开始都由上帝决定。他是我们的父、造物主，见证着我们的言行举止。他仲裁我们心中的欲望和想法，一切生命都会被他看穿。一切在他面前都无法隐藏，正如伟大的神学家保罗所说。因此，我们不应该做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事。

我们和上帝之间，有着如同父子的联系。我们正是因为他而得到生命、光明，我们也因为他而生活、死亡。我们因为他的馈赠而生长，因为他而行动、存在。我们应当遵从他的旨意，就像士兵遵从指挥官的命令，奴隶遵从好主人，官员遵从皇帝一样。我们属于全知全能的他。因为他，一切活物与死物才能为我们所用，但我们要为他服务。

是他选择皇帝，他曾说过：“是因为我，君主才得以统治。”也是他提升将军。他是一切美好统治与权威的起源。因此，一个人不能不经祈祷和与上帝交流，就接受指挥任务。他应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来指引。

因此，将军，您有必要为上帝管理一切，特别要尊重神父和主教，将教堂当作庇护所，不得逮捕任何在其中避难的人，除非得到陛下的特别允许。

尊敬僧侣们神圣的修道院以及守贞的修女，让他们免于伤害与暴力。简而言之，保证献给上帝的一切不受玷污，得到尊崇和敬仰，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献给了神圣的上帝。

没有人可以亵渎或粗暴地玷污他们，或者以其他方式冒犯他们，无论是您，还是您麾下的文武官员和士兵，都不得如此。属于上帝的一切必须避免所有伤害与亵渎。

特别要尊重主教，他们是凡人灵魂的牧师，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均如此。他们也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媒介，您必须完全尊敬他们，不要让任何人冒犯他们。

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为上帝所知，他们也是因为上帝才成为高等的神父，既是灵魂的牧师，也是灵魂与上帝的媒介。神父们的灵魂让所有的基督徒充满活力，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均如此。因此他们是天主、万物的君主与真神的财产。上帝借他们掌管所有基督徒。

因此，尊重上帝的法律，保证他们不受损害，也要尊重皇帝的法律，进行仲裁，保证您土地上的人民得到公正待遇。

担负起身为将军应履行的各种责任，关注士兵们的武器装备。不要行事不公，挑起不义的战争。不要攻击或者掠夺那些没有损害过您的民族。保持虔诚，同时也要尽可能与敌人保持和平。因此，您将会因虔敬而令上帝欣慰，并获得足以击败不义敌人的武器。

您的虔诚生活指引您完成这一切，保证您与正义和上帝一同出征。

坚信自己没有不义之行但遭到了不义的进攻，上帝将会成为您的将军和领袖，您也应坚信上帝必然会让一场正义的战争得到应有的结果，让不正义的一方承受苦难。

不公正的人不可能避免上帝的裁决，而抵抗不义者的人也不可能无法通过上帝的指引获得胜利。上帝是公正的法官，会公正地裁决一切。
[1]



因此，您必须管理武器、监督训练以及其他与军事相关的问题。

此外，我要求您清楚，在战时，您必须清楚对手的习性与状况。他们的军队是否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是擅长首次突击还是擅长漫长的消耗战？

您必须对战争本身进行估计，估计会持续多久，开销多少以及如何在开战前的短时间内整备部队。

在战争中您必须按照对手的性格与军队情况做好应对准备。他们是英勇机智，还是畏惧、莽撞、易怒、图谋报复、野心勃勃和怠惰？您可以借此强化部队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劣势。

您必须特别关注您的职责，进行明智的指挥，预测所需完成的任务，崇敬上帝，进行公开演讲。但公开演讲不应该在出发时进行，而是应该在即将开战时讲出。没有做好准备的士兵，很可能会在面对战争的危险时陷入混乱。

因此在面对危险时，有必要使用有效的方法激励士兵们的灵魂走向光辉。此外，设法让敌人畏惧、怠惰、柔弱，而后毫不犹豫地发动进攻。如果您不能首先迫使他们陷入困难，您也无法取得胜利。

不要冒险让敌人取得比他们计划更多的优势。

如果他们请求和谈或提出合约条款，就必须遵守诺言。

结论就是，您不要因为自己的好运与被您击败的敌人的厄运而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已经获得的成就而满足，就此忽视接下来的任务，您应当做长远打算和规划。在遭遇厄运时您也不要自暴自弃，在自己的士兵或敌人的面前均不应如此。

不要在能够抵御并战胜敌人时放松，除非他们提出了坚定而有力的和约条款。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您有必要保证部队在出征时人数没有缺少，士兵有相应的技能，接受了足够的训练，能够高效作战。无能的将军往往是因为没有完成这些任务而受损受罚。

您必须保持严格，特别是管理和预见问题时。

下令尽可能节省并约束开支，并按照您的经验维持其他公共收支。

此外，您也应当勤奋完成古人和近世的军事典籍作者们的要求。您将会为战争做好一切准备，成为应用古人一切明智计策的专家。

如果有人，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想要向您献计献策，一定要倾听，让他们说完后再做决断。

您必须和那些在军事方面经验丰富、战功赫赫的长者共同制定计划，既是因为尊敬他们的功绩，也是因为他们通晓军事问题。

在战斗中的危急时刻，您不应当亲自参与格斗，而是保留卫队保护自己。战时，您是军队的管理者，要解决更紧急的需求。

您应当自行制定计策并保持机智，无论是出兵进攻敌人，还是即将遭受敌人进攻时。

在面对突然的危险时您也要灵活应对，预料敌人的行动，估计他们下一步的动向。

您也应当在使用口令时保持极度谨慎，认识到人的性格与智力的差异，体谅麾下的军官们。

您应当身体健壮，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因而能够代替军阵中的任何一个人。您要准备精良合宜的全套武器装备，正当年且健壮的您自然能轻易承受盔甲的负担。

您应当在面对钱财与各种享乐时格外克制，热爱工作、忍耐辛劳、临危不惧、作战不乱、慷慨正直、宽让士兵，拥有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称道的品德。运用您在战争方面的一切经验，利用您遇事时出众的善意和慷慨，将生死置之度外。

此外，您也应当能够向公众演讲，并擅长辩论。您要维护真理，申斥虚假——除非暂时有利，激励您的听众，让他们能更好地面对他们目前的危险。

对那些战死的士兵们保持慷慨、可敬，特别是那些勇士们，用祈祷与厚葬来感谢他们。

照顾好生病者。财力上不足的人，您要用自己的钱财来帮助他们。不要自负，在处理自己的事和处理您负责的公务时要一样的认真。

您不应热衷争吵、惹是生非或喋喋不休。您的衣着穿戴与举止都要节制谦恭。不要嫉妒您同僚们的成功，而是应当效仿，与他们一同奋战，取得新的胜利。

优秀的将军应该能面对任何民族的敌人，能够使用不同的计策来应对他们。

如果将军负责指挥海军，您要利用自己对风向的了解，保证舰队的秩序，让其免于被海浪冲散。后卫部队必须要稳步地随同您行动，以免舰船搁浅，遭遇海上风暴或者被敌人围攻。

将军，您有必要清楚一系列可能开战的情境：比如战线已经结成，毁坏了敌军的工事，掠夺并摧毁一个区域，砍伐树木、破坏庄稼、焚毁房屋、掳掠俘虏、切断敌人的饮水供应或者发动伏击。

接下来的情况也会展开战斗：当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意外遭遇，或者在渡河、穿越狭窄区域时，或者正在组织军阵时，都可能进入战斗。此外，敌人突然转移、进入难以撤离的区域、无法获得必需品、军中疫病横行、无法忍受目前的暴雨天气、被冬季困住，敌军士兵因劳累、疲惫或因没有食物饥肠辘辘时，也会展开战斗。还有可能是他们进行了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又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得到充足的睡眠。敌人遭遇海难或因风暴而严重受损后，也可能从海上发动进攻。

将军必须清楚这一切以及对应的手段。此外，他也应当清楚敌人的作战队形和行军队形，以便迅速应对。他应当清楚各种指令。

我们要求您，在作战时明智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进攻行动，只要您认为适宜攻击。让自己免于受敌人攻击。迎击您可能遭遇的一切，并让自己免于他们的攻击。您用来攻击他人的手段，他人也完全可以用来对付您，除非您机警明智地准备好应付一切。

您应当在收割完成后发动远征。

在列阵时尽可能背风和背对太阳布置。

您在下令时应大声呼喊，如果声音洪亮的话还能够激发士兵的斗志。

战争自然需要在下列各方面进行安排：武器装备、后勤、建筑、天文和医疗。

武器装备方面的工作，是给士兵们准备适宜且坚实的武器装备，他们应当由专业工匠制造，也应当尽可能修饰外表。分配盔甲必须要适合各个士兵的体型。

您要向士兵们下令，准备多少武器装备，哪些种类的武器装备，如何使用，如何练习并保证士兵努力操练，做好开战的万全准备。

您必须考虑价格、材料以及用来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保证全部士兵得到充足的武器装备。武器的部分就说到这里。

后勤方面的工作，是把部队分成具体的各级组织，小队、旗队、统领队和分队以及百人队、十人队、五人队，还有其他分法，并组成整条战线。目的就是合理分配部队。把多少人配驻到筑垒城镇中守卫？军中有多少年轻人和年长者？哪些人肢体残缺或因病无法作战？哪些人担任帝国的行政工作或者负责处理公共事务？这就是后勤工作的任务。此外，也要在全军中选择精锐，担任各级职务。谁担任高级职务？谁担任低级职务？高级军官的年龄应当在哪个区间？他们应当布置在军阵中的什么位置？各部队的数量应该是多少？他们应当在何时列阵与行动？这就是后勤工作的作用。

战术，就是说明部队在进攻时使用何种阵形合适，以及迎击敌人的进攻时使用何种阵形合适。如何进攻？如何防守？每个人要如何表现？要准备哪些武器装备来对抗敌人？如何调动部队，又在何时何地有效？这些就是战术的作用。

建筑的任务是建造军营和工事，简而言之，搭建营地。如何使用壕沟或者木栅建造外侧防护，以及如何对营地内部进行合理安排，并留出方便的道路。确定最大的营地的长宽、最小营地的尺寸以及在目前的情境下要建造何种营地。还要选择不容易被敌人攻击的地点，并保证在撤退或拔营启程时能够迅速疏散。

此外，机械师负责建造城市或者其他堡垒的城墙，保证其能够承受敌人投射机械的打击，也能耐水冲击。还要给城墙准备合适的武器，比如所谓的投石机（manganika）
[2]

 、射石弩和其他各种各样适合用攻击城墙的武器，以及其他有用的设施，这就是建筑的作用。

天文学的作用是预报天气。何时寒风刺骨，何时暑热难当，何时暴雨倾盆，何时一帆风顺。这些都可能给部队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确定每一天白昼和夜晚的时长，从而安排作战行动和休息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上出错，部队往往会做无用功。确定地震或者其他灾害发生前会发生哪些迹象，或者想办法利用这些迹象，这些都是天文学的任务。

神学的任务是以合适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按照虔诚基督徒代代相传的方式，持续在军中进行虔诚的仪式，令上帝欣慰。他们使用神圣的话语和行动以及其他的祈祷和恳求，虔敬地与上帝、贞洁的神之母、虔诚的仆人们沟通。这样神就会怜悯我们，拯救士兵们的灵魂，让他们更为坚定地面对危险。

医疗的任务是治疗兵刃造成的创伤以及投石、箭矢，或者其他武器造成的损伤。提供疗伤的药品，治疗士兵们因为寒暑、劳累、水土不服、瘴气异味、缺乏养护和食用劣质食物（比如未成熟的水果）而生的常见病，这些都属于医学和理疗学的范畴。

此外，后勤的部分工作包括管理士兵们的开销以及他们获得的战利品，或者从其他来源获得的钱财。当然，也要考虑如何花费钱财购置武器装备、器械或者其他远征必需品。分配与管理这些任务都是后勤的任务。

这些就是整备一支军队所必需的技能以及使用这些技能的专业工作者。

武器装备，应有专门的工匠负责制造。后勤工作，应当由擅长文学和数学的人负责。战术，由您以及麾下的军官们负责。

建筑师和工程师应在建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天文学家是能够通过天象预测的人。他们应当智慧出众，了解群星运行规律、迦勒底人的著作，包括阿拉托斯（Aratos）的《物象》（Phenomena）和约翰·利多斯（Lydos）对每月每日的论述，能够使用托勒密的星图以及所谓的“占星四书”（Tetrabiblos）。但这些作品中有关基督降临的说法是教会所否认的，陛下也禁止宣扬。

在神学方面应有受尊敬的神父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与上帝沟通和祈祷。他们所了解的是上帝，一切善的来源。

把这一切作为陛下给将军们、您、全军，包括您所有部下的法令和典范。其中的内容得到了充分的考验。将军，让这一切接受事实的检验。您有责任谨慎而清醒地思考其中的记述。您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许多的收益，也会有相当的帮助。当您确切了解各种计策，并让其为您得利，那么如果敌人使用这些计策时，您就可以轻易应对并化解。

我们竭尽所能给您提供了从战争中了解到的有益经验以及古人的记述。如本书开头所说，我们删去了华丽的辞藻，也没进行任何繁复安排。我们仅仅使用目前军界惯于使用的、最简单也最常用的表达方式。

至于其他内容，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或者备战时您就会自然了解，特别是面对我们目前的敌人萨拉森人，本书正是因为要和他们作战才得以完成。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记述所有的内容，本书已有的内容以及从实战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以及自然中的道理，您必须能够做好估计，应对各种情况，我不认为我们或者任何未来写作军事典籍的人能够面面俱到，毕竟在不同的情境下，战局变化的可能性总归是无穷的。

我们敌人的计策也不会一成不变，因此没有人能够确定未来会使用什么战术。敌人进攻时也不是只使用一种计划，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攻击，因此我们也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应对。人性极度多变，无法解释，总会有出乎我们预料的计划出现。

因此将军，您也必须要忠实向上帝祈祷，履行上帝的旨意，这样您就能用谋略战胜敌人，保证您和麾下的士兵免于损害。您将会得到救赎与胜利，这救赎与胜利，源自真神基督，万物永恒的君主。阿门。


注解



[1]
 　译注：《后记》的开篇讨论虔诚信仰，实际上也反映了利奥六世个人的苦闷。尽管利奥六世执政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国力、军力以及军事形势整体上均有所改观，但战争上却并不顺利，特别是保加罗菲冈的惨败以及塞萨洛尼基被洗劫，让他颜面扫地。另外，利奥六世为了保证家族与王朝的存续，不惜四次成婚，传统上极力反对多次婚姻的东正教会因此愈发分裂。看来，利奥或多或少把军事上的屈辱归因于自己“违反了教规”。


[2]
 　译注：直译近似于“战争机械”，英语中的“mangonel”就是源自这个希腊语词汇。



附录一

利奥六世时代的拜占庭地方军

自七世纪，希拉克略王朝创立军区制起，军区制作为拜占庭帝国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体系，维持到了利奥六世的执政时期。军区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一方面是军区将军管理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是地方军部队的发展。前者由于并非本书讨论的范畴，此处略过不谈，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相关研究著作与文章。本文重点讨论利奥六世时代，下属于各军区将军的地方军部队。

军区制建立时，无法支付地方军薪酬的希拉克略王朝皇帝，决定以地代饷，将大片无主耕地划归给地方各野战军的士兵，按照军队的建制组织村落。士兵们在没有战争时务农，在有战争时作为士兵作战，军饷则由他们自行耕种土地，用所谓“军役地产”的产出代替。拥有军役地产的家庭，每户需要供养一名士兵，由军区的档案官负责进行轮流征调，让“农兵”轮流为帝国服役。因此，帝国得以在地方保持一支“半常备军”，应对阿拉伯埃米尔几乎每年一次的袭扰。

九世纪时，地方军的组织架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相比军区制早期的情况已有明显不同。首先，由于人口逃亡、土地抛荒、土地兼并等种种原因，拜占庭地方军存在缺编以及士兵装备水平不足的问题；其次，由于士兵忙于务农，缺少训练，因此这些半常备军的兵员质量无法与脱产的常备军相比；最后，在阿拉伯帝国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下，拜占庭军队的士气也难以提振。拜占庭帝国一方面颁布法令限制士兵逃亡和土地抛荒，另一方面开始给地方军士兵支付每年三诺米斯玛金币的薪酬，当然，只有服从征调的士兵才能获得。在此之外，拜占庭军队也加强兵员质量，在每年冬季休息期间，对征调的士兵进行集体训练，如本书第七章所述。

利奥六世执政时期增加了拜占庭帝国的兵员数量，他在其父巴西尔一世占领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强化军力，将这一地区的边境防区塞巴斯蒂亚和科隆尼亚升级为军区（驻军人数加倍），并建立了新的美索不达米亚军区。在兵员质量方面，利奥六世也提供了一些帮助，强调训练的重要性，并要求强化士兵的箭术训练。可以说，尼基弗鲁斯二世能够在《论军事》中安然安排弓箭手，多少要感谢利奥六世之前的安排，而他在东部的谨慎布置，也为约翰·库尔库阿斯、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在帝国东部的胜利远征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世纪初，色雷克锡安军区的部队定额为九千六百人，包括四个数量均为二千四百人的分遣队。假定各个军区的分遣队规模相近，利奥六世执政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地方军大约为十五万人，巴尔干半岛和南意大利约三万、东部边境部队三四万、东部二线军区约四万、东部内线军区约三万以及各海军军区的陆军驻军约两万。如果利奥所认定的，长盾步兵、投射步兵和骑兵三者数量基本相当，那么帝国大约有四万名地方骑兵（海军军区骑兵的配额必然较少）。

应当指出，利奥六世对外战争的战绩称不上好，自拉拉康河后，对麦利蒂尼方向的持续攻势，也在他执政时期转为小规模的蚕食；巴尔干半岛上，利奥六世在与保加利亚的贸易战争中，在保加罗菲冈遭遇了惨败；而南意大利的反攻局势也戛然而止，西西里的最后据点亦在他执政时期丢失。然而，利奥六世谨慎的安排、稳定的蚕食，相比巴西尔一世执政时期声势浩大但所获有限的御驾亲征，何者更有益，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附录二

《战术》与《论军事》的军阵部署浅析
[1]



《战术》中对骑兵军阵的论述颇为详细，从队列部署到军阵布置均进行了细致论述，还着重讨论了包抄部队、侧卫部队、伏击部队等有特殊任务的骑兵部队。

按照《战术》的说法，骑兵队列如阵图1所示，按照每列五至十人进行部署。利奥六世在第十二章也提过，每列以五人为最佳，尽可能不超过八人，不可以超过十人。骑兵冲击动作如阵图2所示，执行冲击动作时，队列前方的“突击部队”结成一线，催马持枪平刺，而队列中后方的“防卫部队”则保持方阵，同时防卫部队前两排的骑兵使用弓箭投射支援。另外，骑兵军阵转变方向，如阵图3所示，第一排的小队长（十夫长）转到阵列后排，其他士兵调头面向后方。

《战术》中的骑兵队列如阵图4所示，骑兵成三条战线进行部署，第一条战线的三个军阵各五百人，第二条战线的四个军阵，第三条战线的两个军阵各二百五十人。两支伏击部队每支二百人，侧卫部队、包抄部队、三支救护部队各一百人。此外还有将军的一百名卫队，总共四千人。利奥期望理论上所有军区都能够独立组织这种四千人骑兵军阵，但从地方军的规模来看，似乎只有大军区能够独立组织起这种规模的骑兵部队。当然，边境小军区和内线的中型军区，通过互相支援的方式也可以组织起这种军阵。

《战术》对步兵的论述混杂了大量古典时代军事典籍的内容。其中提到的步兵队列及其变换，如阵图5—7所示，每个小队十六人，通过二等分纵列来延展、加密军阵，通过纵列加倍来收缩、加厚军阵。这种军阵组织方法实际上更像古希腊—马其顿时代的枪阵，而非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阵。

《战术》中，对当时拜占庭军队使用的步骑兵混合军阵，并没有太明确的论述。利奥六世提到的“古典军阵”仅能作为参考，如阵图8所示。而如果长盾步兵、投射步兵和骑兵的数量相当，那么军阵部署的情况或许如阵图9所示，以轻步兵在前、重步兵居中、骑兵在后的方式布置，必要时也可以把轻步兵和骑兵直接部署到重步兵的侧翼。

约在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书的《论军事》，其中对军阵的论述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主持编著《论军事》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出身军人世家，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对军阵有更实际的了解。他所要求的部队质量，相比《战术》而言更高，在利奥六世的时代，《论军事》的叙述或许不能完全实现，此处列出，仅供读者参考。

《论军事》所论述的骑兵军阵情况与利奥六世的说法类似，普通的骑兵组织成每列五人，总共五百人的小军阵，总共集结成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三个军阵，第二条战线四个军阵，第三条战线三个军阵，和利奥六世的论述相差无几。不过，尼基弗鲁斯二世要求将第一条战线的中央军阵组织成“全身甲骑兵”的“楔形军阵”（尽管实际上更类似于梯形），即“第一排二十人，第二排二十四人，第三排二十八人，第四排三十二人，第五排三十六人，第六排四十人，第七排四十四人，第八排四十八人，第九排五十二人，第十排五十六人，第十一排六十人，第十二排六十四人，最终军阵总人数为五百零四人”。人数不足时，“第一排十人，第二排十四人，第三排十八人，第四排二十二人，第五排二十六人，第六排三十人，第七排三十四人，第八排三十八人，第九排四十二人，第十排四十六人，第十一排五十人，第十二排五十四人，最终军阵总人数为三百八十四人”。这支部队人马具装，配有标志性的面甲。前四排骑兵都使用佩剑或者铁骨朵，近战肉搏，不使用长枪，而第五排之后的骑兵则是使用长枪和佩剑的士兵混编。装备弓箭的骑兵都配置在第五排后。如此的精锐部队，要直接指向敌方指挥官的所在地，在时机合适时直接对其发起冲击，而余下的骑兵军阵则进行支援掩护。

《论军事》对步兵军阵的论述则直接得多。如阵图10所示，每个步兵军阵为八排，每排八百人，前两排为长盾步兵，手持近六米的长枪防御对方冲击，并配备剑等短兵器进行格斗。第三排为重枪兵，使用较小的盾和不到两米的重标枪，是军阵中的精锐，负责杀伤敌人的精锐，挽回颓势。四至六排为弓箭手，在未接战之前穿出前方的三排阵列步兵，投射杀伤敌人，接战之后退回四至六排，进行投射辅助。最后两排也是长盾步兵，防备敌方对侧背的袭击。如果对方采用重装骑兵冲击，那么倒数第二排的长盾步兵要向前转移，部署到重枪兵和第二排长盾步兵之间加强纵深。尼基弗鲁斯二世特别提及，如果对方的行动敏捷，但披甲不多的“阿拉伯骑兵”进行包抄乃至绕后，步兵不能解散阵列进行反突击和追击，也不应动用骑兵，而应使用弓箭进行驱逐。

《论军事》所提到的步骑兵混合军阵，如阵图11所示，简而言之就是用十二个八百人步兵军阵围成一个方框，每条边都有三个步兵军阵，而各个军阵之间的间隙则配置余下的弓箭手，在步兵军阵之外的标枪手、投石索手进行游动投射掩护。骑兵军阵布置在步兵围成的方框中，离开步兵军阵出击时，骑兵军阵各自转向九十度，从步兵军阵的间隙穿出，推进的同时，维持着与《战术》所说相近的三排骑兵军阵。如果对方采用阵列纵深较深的方阵，难以对其他方向进行包抄打击，那么侧后的步兵军阵中的重枪兵要补充到正面的步兵军阵中进行加强；如果部队总数，特别是骑兵总数较多时，就不在后方布置步兵阵列，而是用骑兵来防备试图绕后的敌人。


注解



[1]
 　译注：军阵部署详细图示请见附录三。



附录三

军阵部署详细图

[image: Figure-0214-0045]





阵图1




骑兵队列（每列五至十人）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黄填充：十夫长　青填充：五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橙填充：弓骑兵




[image: Figure-0215-0046]





阵图2




骑兵冲击（每列五至十人）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黄填充：十夫长　青填充：五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橙填充：弓骑兵




[image: Figure-0216-0047]





阵图3




骑兵队列“转变方向”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黄填充：十夫长　青填充：五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橙填充：弓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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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图4




四千人骑兵军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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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队列（每列十六人）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红填充：小队长　黄填充：十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灰填充：精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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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队列（每列八人）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红填充：小队长　黄填充：十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灰填充：精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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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队列（每列四人）




图例




蓝边框：甲小队　绿边框：乙小队



红填充：小队长　黄填充：十夫长



紫填充：四夫长　灰填充：精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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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军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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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骑兵联合军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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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图10




《论军事》中的步兵队列




图例




蓝色：长盾步兵



红色：重枪步兵



黄色：弓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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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图11




《论军事》中的步骑兵混合军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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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关于本书

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武器之间的对抗，也不是如小说演义那样仅仅是奇技淫巧的比拼。从搏斗的技巧到会战的战术再到战争的战略，任何一个层次，都有着它自己的科学和艺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即被统称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这些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技艺，贯穿在战争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之中。战争艺术诞生于少数几位伟大统帅的头脑之中，也只有从他们的胜利之中才能学到。拿破仑曾经说：“反复阅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杜伦尼、欧根亲王和腓特烈这些著名统帅的战史，并效法他们，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寻求兵法奥秘的唯一途径。”

自从阅读了约翰·富勒的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我便对“战争艺术”这一概念有了更为深层的认识，逐渐开始了解一场战争、一场战役、一场会战是如何运转的。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创造、总结了这些战争艺术的名将战史如饥似渴。可是，正如同我在《日本武士战争史》一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我去寻找这些名将的战史时，发现中文世界中根本找不到多少相关书籍。就亚历山大的战争史而言，中文世界除《亚历山大远征记》和《亚历山大的将道》之外就再无其他值得一提的著作或者译著了。而关于汉尼拔、恺撒、腓特烈等人的中文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决定担下这一重任，将这些名将的详尽战史引入中文世界，而这一套《战争艺术》丛书也应运而生。

这套丛书将分为两种方法制作：直接翻译国外优秀著作；当国外并无令人满意的作品时，就全新撰写。具体到本书，就是翻译的美国陆军少校西奥多·道奇所著《亚历山大：从战争艺术起源至公元前301年伊普苏斯会战》（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Ipsus，301 BC，with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ampaigns of the great Macedonian
 ）一书。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这部西奥多·道奇创作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战史都算得上是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英国将军约翰·富勒在写作《亚历山大的将道》一书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西奥多·道奇的这一部著作。道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阿里安、狄奥多拉斯、寇蒂斯、普鲁塔克等诸多古代历史学家所著史料，剥除了所有非军事性的细节，并从战争艺术的角度对亚历山大的每一步行动都加以解读，使其成为一部真正的战史，而非人物传记。

不过，受限于19世纪末信息、资料查阅的不便，道奇的这本著作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史实错误，而且由于当时排版、校对都不如今日方便，书中也存在一些笔误。虽然这些错误对战争艺术的讲解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但本人认为还是有必要指出。而一些战争艺术的要点，也有必要解释得更明确一些。因此本人以注释的方式（个别地方修订原文），对道奇的一些错误加以说明，同时也引用了其余战史学家和本人自己的见解，对一些战术、战略行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读。全书在翻译成中文之后多达35万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详尽的亚历山大战史。希望能以本人浅薄的见识，为读者理解亚历山大的战史提供些许帮助。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马其顿军队中存在着大量同名将领，虽然原作者和本人都已尽可能注明，但仍有一些与腓力、托勒密等名将同名的人员，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区分。

关于亚历山大

回答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一问题，也许远比回答谁是最能干的将军、最杰出的哲学家、最有才情的诗人这些问题要容易得多——毋庸置疑，就是亚历山大。当他年仅33岁便殒命于巴比伦时，他的头衔已经要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人都要更多：马其顿国王、希腊统帅、埃及法老、波斯大王、亚洲之王。不过所有这些头衔都无法与他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高加梅拉以及海达斯佩河等会战中的卓越战术相提并论，更无法和他在小亚细亚、腓尼基、美索不达米亚、索格迪亚、巴克特里亚等战役中迅雷一样的行动比肩。

诚如阿里安在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所言，亚历山大是一位有着超人般灵魂的帝王。在军事上，他征服了从希腊到印度河之间的广大土地，屡次击败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攻克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城池。在政治上，他希望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平等地生活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现代批评家们总是说，亚历山大不过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一位奴隶制的国王，他的成功注定无法长远。也许他们的说法并没有错，但如果以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标准而言，他确实已经在军事、政治、学识、道德甚至体育方面超越了几乎所有人，同代人给他冠上的“人神”荣誉他也绝不会受之有愧。他总是会使用最现实的手段，去实现那些最宏大的理想。

在战争艺术方面，亚历山大要算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将“兵贵神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统帅，而且他也懂得，组成一支军队的并非只有士兵，更重要的还有士兵们的士气。他在战略方面动作神速，总是能在对方做好准备之前便如雷霆一般攻击对方。在会战中，他又能够将父亲建立起的那支多兵种配合、纪律优良的军队的实力发挥到最高水准，以最准确的战术眼光发现对方的弱点，并集中精锐部队对那里进行协同攻击，瘫痪对方的指挥，瓦解敌人的士气。而他本人也总是全军中最为英勇的一位，永远都战斗在会战最激烈的方向。正是他本人的勇敢、意志以及和士兵们同甘共苦的精神，才使士兵们追随着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远征，一路从无败绩。

若以对历史的推动而言，亚历山大的作用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若没有他本人的梦想和雄心，希腊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抵达幼发拉底河以东，甚至可能会在小亚细亚便停下前进的脚步。倘若真的如此，东方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概念，以及一神论等思想便不会传到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可能也都不会出现；而西方的自由、开化观念也不会传到东方。若没有那些亚历山大在今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建立的一系列要塞城市，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商路可能也无法打开。可以说，亚历山大以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不过，任何人都不会是一位完人。亚历山大性格冲动易怒，喜好他人的奉承，曾处死王位竞争者，也曾犯下酒醉后误杀手下大将的恶行。无论这些恶行是否与当时的道德标准相符，我们都必须记得，正是这些冲动的梦想驱使着他一路远涉崇山恶水，使自己成了大半个世界的主人，也将希腊文化带到了当时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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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人类最早的历史便是对战争的记录。对那时的历史学家而言，和平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只有那些最激烈的事件才能引人瞩目。战争总会伴随在政治与领土争端之后，而战争也正是几乎所有早期史料的主题。若没有荷马（Homer）对英雄武功的吟颂，伟大的诗歌便将无法发端；若没有希波战争（The Persian War）与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中那些扣人心弦的争斗，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也不会提笔写下那些无价的史学篇章。在所有这些著作之中，色诺芬（Xenophon）、阿里安（Arrian）、恺撒（Caesar）的著作可以称为战史，而其余学者记录的则不过是一些被政治事件编织在一起的战争片段。虽然我们的现代文明已经使和平压倒了战争，而且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毫无疑问，和平的艺术已经变得比战争的艺术更为重要，但只要战争仍是所有国家、民族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和平的艺术就仍要供养着战争的艺术，人们就仍要研究战争，也仍要对那些最伟大统帅的所作所为保持最大兴趣。

战争艺术诞生于少数几位伟大统帅的头脑之中，也只有从他们的胜利之中才能学到。死记硬背流传下来的教条、规矩只不过是这门艺术的细枝末节。隐藏在这些大师的所作所为中的教训，只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详细分析才能获知；通向胜利的灵感，只有通过模仿这些统帅的脚步才能得到。对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认真研究这些伟人的人格、才智，并熟知他们的战史更能使自己获益。当然，对于外行人来讲，也许其他一些话题会令他们更感兴趣。不到一代人之前，我们美国还是一个几乎全民皆兵的国家。在四年时间里，将近400万美国人身着这蓝色或者灰色的军服。如今这些人的人生已近深秋，不少老兵乐于将自己所经历的战役，与那些历史上被称为战争大师者所进行的战役进行比较。而这正是我这本书的立意所在。

战略可以被非常恰当地形容为地图上的战争。拿破仑（Napoleon）总会在参谋们为他准备的地图上勾勒、安排战役计划，并在地图上使用不同颜色的别针来模拟部队行动。只有在地图上验证计划之后，他才向部队逐次下达命令。对统帅们而言，地图就像是一张棋盘，在此之上，他可以像棋手移动棋子那样使用他的部队。换句话说，所谓“战略的艺术”，要义便在于将领指挥部队穿越敌军所在地区，与敌军相遇之前就将对手置于不利于会战或其他行动的地位。而军队在战场上面对敌军时进行的行动，则属于大战术的范畴。所谓“战略”，就是由战争的常识和惯例组成。就如同生活中的惯例是由大事小情的行事结果逐渐构成一样，战略也是来自于战争大师们面对不同情况时采取的行动。战略一词出自希腊语“strategos”，而后者正是希腊人用来指代特定部队指挥官，也就是将军的。战略的起源并不在于军队、平民、地形或任何其他因素，虽然所有这些都在战略的考量范畴里。战略的发端仅在于作为军队大脑、核心的统帅们，他们为战役带来了（而且也必须带来）战略价值，推动了战略这门艺术的进步，用自身的智慧和勇气为军队带来了力量和指导。

与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战略也有着自己的准则。但直到近一个世纪，这些准则才终于被记录了下来。
(1)

 从原则上讲，这些准则是绝无含糊的，而在实践上，又是具有弹性的。因为它们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科学的命名法或专业术语、三段论的经典论式而已。这些战略格言是应被严格执行或是放宽使用，只取决于将军的能力。二流的将领为了避免危险会严格遵守它们，而一流的将领则会因地制宜。那些超越单纯准则并因此成功之人，通常都有天才的灵光一闪。因为这些准则不过是加以精炼的常识，天才们能够在环境允许或他自己能够掌握环境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伟大的统帅绝不会允许自己被规矩和惯例捆住手脚，但他们的行动却总能在大局上（除一些例外）符合这些准则。能够在恰当时刻抛弃惯例规矩，正是这些伟大统帅能够立于其余指挥官之上的原因。而他们的成功，却又总是能够验证那些准则的正确性。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
(2)

 曾说雄辩的第一要素是积极，第二要素是积极，第三要素还是积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比起在演讲中，雄辩的这三个要素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应用反而更重要。身为将军，必须快速反应，快速行动。他们的职责在于制定、纠正行动策略，而能够坚持不懈且技艺高超地履行计划者便成为名将。一些费比乌斯战术
(3)

 的应用例子也足以证明这点。从某种角度上讲，费比乌斯·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和汉尼拔是同样积极的，他与那位迦太基统帅之间的主要区别只是他会选择避免大规模交战。如果费比乌斯不是始终保持着积极行动，他又如何能始终紧追着他那位出色对手的一举一动呢？保持积极也并不代表军队必须始终不停地运动，而是应在恰当的时间向恰当的地点运动。当然，只有士兵们的双腿（同样也包括他们的胃口）才能使他们的统帅施展头脑和激情，展开一次成功的战役或赢得一场激烈会战的胜利。

与其他的科学一样，战略也是在发展的。它最初表现在一个野蛮人部落为获取食物、金属、女人和其他任何战利品而对另一个部落的无情入侵中。入侵的技巧、速度，以及对方是否缺乏戒备或至少居于劣势，决定着入侵的成败。进攻战略便由此发展而来。遭到入侵的部落切断道路，封锁隘路，驻守渡口，在森林中设伏，从这些简单行动中又诞生了防御战略。强大的一方往往会表现出较少的技巧，而总是依赖自己的实力。弱小的一方处处保护着自己的弱点，反而会表现出更多技巧。战争的科学和艺术，便是从这些简单的开端中成长起来。在现今所有最伟大的国家中，战争艺术已经包纳了一切技艺和科学，甚至于这些技艺和科学的主要价值都已经变成了为战争艺术服务。

与战略一样，战术、后勤、工程也自古代到现代一路而来，完善得非常缓慢。古代人将战术组织、操练高度发展，而他们在战场上施展的战术有时也无与伦比。后勤问题相对要简单一些，因为当时的军队不但规模不大，而且也不需要携带像今天这么多的补给物资。工程方面，泰尔（Tyre）、罗德岛（Rhodes）、阿莱西亚（Alesia）等只靠就地取材的围攻战例，至今依然罕见。我们今天利用现有技艺和机械进行的战争，并不比20个世纪之前希腊人用他们的技艺和机械进行的战争完善多少。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讨论战争艺术本身。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讲述那些伟大统帅的战史，因为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创造了战争艺术。点评这些战史，能向读者们展现出掌控或限制着战略、战术的道理和准则。在介绍第一位，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位统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之前，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少数战役和会战的简述，来对他诞生之前的军队和战争艺术先行者们作一简介，以呈现出这位在年轻时便作为世界最小但却最伟大的国家——希腊的统帅，对实力无与伦比的波斯（Persia）进行远征，继而将整个世界扛在肩膀上的小伙子在当时所拥有的知识和学识。我们不会用连贯的历史来叙述这些知识，一些著名的战史和名将也要被省略掉。本书只会引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此来讲述战争是如何从死板笨拙走向灵活多变的。一部战争的历史需要记录所有大小战争、会战，而一部战争艺术的历史，却只需要记录下那些最能代表其发展过程的典型战争和会战。



————————————————————


(1)
 道奇本书出版于19世纪末，因此“近一个世纪”所指代者即为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至19世纪末这一段时间。而“被记录下来”指的是约米尼所著《战争艺术》一书。


(2)
 雅典雄辩家和政治家，曾激烈反对腓力和亚历山大对希腊的统治。


(3)
 费比乌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多次当选罗马执政官，在他的指挥下，罗马军队避免和汉尼拔正面交战，但同时又紧追汉尼拔的一切行动，使其处处受限，逐渐消耗其实力。这种战术后来即被称为“费比乌斯战术”，而费比乌斯本人也得到了一个“拖延者”的称号。



第二章　早期的战争

最早的可信战争历史可能是由犹太人记录下来的。埃及的纪念碑则是关于战争的最早绘画记录。其后的《伊利亚德》则描绘了公元前1200年的战争情况。在那之后出现了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18年），他凭着对希波战争的忠实描述赢得了“历史之父”的美名。紧接着，修昔底德（卒于公元前384年）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伟大的政治事件和数量不多但却有趣的军事事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60年）绘声绘色（有时也会略加想象）地描写了居鲁士（Cyrus）的作为，而他精彩的《长征记》（Anabasis
 ）更是冠绝所有战争史书。希腊人波里比阿斯（Polybius）、狄奥多拉斯（Diodorus）、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阿里安、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人恺撒、萨卢斯特（Sallust）、李维（Livy）、塔西陀（Tacitus）、尼波斯（Nepos），这些史学家也将先贤作品的特质继承了下来。战争总会出现在这些史学家和其余很多作者的作品中，因为通常是战争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罗马衰亡到中世纪结束，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而只有编年史和一些简短的片段记录。直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人开始撰写中世纪的历史。与当时的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些史书也依照古代格式写成。火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模式，也改变了记录战争的方式，但直到18世纪，战史的写作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古典著作影响。除了少数几位战争大师以外，此时的战争体系也受到了同样的古典学究气息影响，直到法国大革命颠覆了所有学科里先入为主的观念，战争艺术才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古典模式的崇拜被爱国情操所取代，战争科学的进步变得持久而稳定，而对伟大统帅们的研究也终于结出了果实。在此之前，战史只是简单地记录史实，现在则演变成了探究这些有史可查的行动的指导准则。

嘎利津亲王（Prince Galitzin）在其出色的著作中将战争史分成了四个部分：


1．古代战争


1.1　公元前500年之前的战争

1.2　从公元前500年希波战争开始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

1.3　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44年恺撒去世

1.4　从公元前44年恺撒去世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2．中世纪战争


2.1　从476年至814年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去世

2.2　从814年至1350年首次出现火器

2.3　从1350年至1618年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之前



3．现代战争


3.1　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

3.2　从1648年至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去世之前的战争

3.3　从腓特烈大帝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开始，1740年至1792年



4．当代战争


4.1　从法国大革命到1805年

4.2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1805年到1815年

4.3　1815年之后的战争





在以上这些时代当中，以古代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现代的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腓特烈、拿破仑的战争最具军事研究价值。在这些时期之外则很少有名将出现。记录这些伟大统帅和一些偶尔出现的名将的军事成就，并用少量发生在间隔期的事件将他们联系起来，足以使我们了解战争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拿破仑也曾说：“反复阅读他们的战役，以他们作为榜样，这是探知战争艺术奥秘、成为伟大统帅的唯一途径。”

从诞生在地球上的那一刻起，人类便是好战的动物。经过以徒手肉搏解决争端的时代之后，人类学会了使用棍棒和石头，前者作为近战武器，后者则是远战武器。毫无疑问，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为自己建造屋棚，并用木桩、石头和泥土将屋棚围绕起来阻挡邻居的侵犯。武器和工事便是从此发端。当人们聚成团体，攻击和防守的艺术便从人群混战中开始诞生。公民终其一生都是士兵，但通常仅有一部分公民会被征召起来离家作战，这便是常备军的起源，而在征服者自立为王后，常备军便成为固定设立的组织。每当有人发明出有用的技术，这项技术肯定会首先被用来满足战争的需要。弓弩、箭矢、长枪、投石器、刀剑、胸甲、盾牌逐渐被投入使用，马匹也被驯服送上战场，最先是作为驮兽，之后用来拉动战车或成为骑兵的坐骑。战车和战马最初得到使用是因为它们给士兵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来投掷武器，并使他们看起来更加可怕。战象和骆驼也是因相似的原因被用在战争之中。无疑，战车出现的时间要比骑兵更早。在没有固定阵型的情况下，士兵开始成群结队地战斗，此时更勇敢、更强壮或人数更多的一方便能获得胜利。随着更好的武器出现，战斗的队形也有所发展。装备最好的战士们被集中在一起。投石手在与长矛兵并肩战斗时难以发挥效力，战车或骑兵与步兵混在一起时也不能有效战斗，由此诞生了某种战术阵型。更具智慧的士兵开始指挥那些不够聪明的人，从而产生了军阶和指挥体系。很快人们就发现，轻装的弓箭手、投石手在采用松散的散兵队形时能够最有效地使用武器，也能够最快速地行动；而重装的长矛兵和剑士，只有在排成密集队形时才能施展出决定性的打击。军队组织上的进步，伴随着其他方面的发展，呈现出近乎完美的自然规律。

防御工事也由差不多的途径发展而来。部落最初会将村庄建立在山峰、丘陵等难以接近的地区，并用壕沟、栅栏和松散堆砌起来的围墙环绕村庄。这些简陋的居所逐渐演变成了设防城市，城墙和壕沟的尺寸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攻击。在那之后，城内又建起了卫城，城墙上建起了箭塔，如果进攻者接近城墙，箭塔上便会射出大量矢石。相比之下，围攻技艺的发展要更正规却又滞后很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设防城市都被视为无法攻破，诡计和饥饿是占领它们的仅有办法。不过，围攻者们逐渐发现城墙可以通过地道或其他手段削弱或是破坏，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攀登。从此，围攻的艺术开始成形。

随着部落发展成国家，战争也迈向了更大规模。通常情况下，数量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条件，但弱者有时也能通过诡计保全自己，比如拒绝接受会战，转而利用夜间或小规模战斗攻击对方；防御河流渡口或山地隘路以阻止对方前进；利用伏击或从城市中进行奇袭打击对方。从这些小小的起点开始，精神力量在数个世纪中缓慢地抵消掉了物质优势，而这种精神力量，便是战争艺术。

除腓尼基人（Phoenician）和犹太人（Jew）以外，远古的东方民族都会把人口分为不同种姓，只有最高贵的种姓才有权利佩带武器，并因此得到最精心的训练。在一些国家中，军事阶级垄断了所有的民事和政治权力。在另一些国家中，其权力则较小。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最终催生出了常备军，国王的近卫也从这个阶级中挑选，而他们在东方政府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

腓尼基人最先使用了雇佣部队。一支领薪水的专业部队能够保证公民不受干扰地专心于经济生活，而经济贸易正是腓尼基国力的源泉。但这些部队也必然是不可靠的。后来的埃及和波斯也曾经雇用过大批的佣兵。

除上述征兵方式以外，征调整个地区或征调国家部分人口进行作战也很常见。这些人被大量补充到常备军、军事阶级或佣兵之中，使军队规模变得极为庞大，但构成其庞大规模的人员并不可靠。在面对优秀部队时，这些人本身就会成为己方的弱点。不过，通常他们面对的敌人与自己的组成方式相差不多，因而常常获胜。

在东方人的战争中，组织和战术水平通常较低。虽然几乎一切的军事技术都源自东方，但总是欧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为它们带来成功的改进。尽管东方文明要比西方更为奢华，但那些受压迫的种姓在军事本能上远不及西方的自由人。只有在骑兵这一个方面，东方民族要更为优秀。这一优势得益于他们的马匹更为优秀，马术的普及程度也很高。而在所有其他方面，东方军队都远不及欧洲。

东方古代军事行动的形式主要为两种——规模巨大的劫掠以及征服战争。其行动的覆盖范围巨大，并常常导致庞大军队的交战、整个民族的毁灭或者奴役、对敌国都城或贸易重镇的漫长围攻。在会战中，东方将领们似乎更愿意利用诡计或数量优势来包围、消灭敌军。所有这些行动都会伴随着针对敌军个人或全体人民的可怕非人行为——进行大规模屠杀并摧毁不计其数的财物。而这些行为对战争艺术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贡献可言。



第三章　早期东方军队

亚述、巴比伦、米底

亚述人（Assyrian）、巴比伦人（Babylonian）和米底人（Mede）的军队组织有着相似的起源，并且在形式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有特定的阶级才能在军队中服役；在米底人中，服役更是被看作最高尚的事业。他们的常备军包括国王近卫军（通常数量庞大）、在高阶贵族指挥下保卫中央集权政府的部队以及各省驻军。这些民族会将人口依照十人、百人、千人划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按一定比例出人参军，而军队同样以十进制结构组织起来。大批的游牧民族（绝大部分是优秀的骑兵）也会伴随正规军一同行动，他们要么靠领军饷，要么靠抢劫发财。

步兵是东方军队的主体，骑兵则是军队的精华。即使在希腊步兵向世界证明自己远超其他任何步兵的几代人之后，东方的骑兵依然要领先于希腊人。希腊人并非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山地国家也不像亚洲平原那样适合养马。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骑兵民族可以碾过一个国家，而步兵民族却可以征服它。希腊人和罗马人便是后一情况的最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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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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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重步兵和投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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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装部队使用弓箭和投石器作为武器，并且不穿着铠甲。作为重装部队的贵族和富人装备自然更好，他们使用刀剑、战斧、标枪、长矛和匕首等作为武器。重装部队虽然人数较少，却是军队中最具价值的核心力量。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战略机动，两支军队出发后便直接寻找对方，一旦遭遇就展开会战。在会战中，士兵们会依照民族编队。通常而言，其战线极为漫长，而且会形成一个多少有点内凹的阵型，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包围敌军。步兵位于阵线中央，骑兵位于两翼，战车则掩护着整个阵线的正面。他们的步兵队形十分厚重，通常是100排甚至更深的四方阵型
(1)

 。弓箭手和投石手如蜂群般排列在所有部队前方，在会战开始时向对方发射大批矢石，之后便从背后各四方阵之间的空当撤退，或从全军的两翼撤退，从后方继续发射矢石。在此之后，战车便发动一次猛烈的冲锋以求冲破对方战线。为达到这一目的，战车往往会集中在一点上发动密集冲锋。紧接着，重步兵会手持长矛，以盾牌掩护身体，伴着号声的鼓舞，在军徽（通常是安装在长矛杆上的猛禽、野兽或圣物形状标志，与我们现在的军旗相同）的指引下发动进攻。他们凭借密集队形的重量，冲入战车在敌军阵线上撕开的缺口，同时骑兵也扫过对方侧翼，从敌军背后发起冲锋，激烈的白刃战就此展开。东方的士兵绝不缺少勇气，他们缺少的只是机动性和纪律。能够包围对方侧翼（除非对方用战车或精兵对侧翼加以专门保护），或是能组成更坚强正面的一方往往会取胜，失败一方则会被完全消灭。战斗通常爆发于开阔的平原，这些军队似乎从不会将自己的一翼倚靠在河流、森林之类的自然障碍上来获得掩护。而在会战中发生的任何错误或者不幸，也都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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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底镰刀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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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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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弓箭手



这些民族的都城都拥有非常出色的防御工事。尼尼微（Nineveh）、巴比伦（Babylon）、埃克巴塔纳（Ecbatana）的石墙高度、厚度均十分惊人。直到色诺芬的时代，尼尼微的城墙仍有150英尺高。巴比伦则拥有两道城墙，希罗多德说其外墙有335英尺高、85英尺厚，克特西亚斯（Ctesias）
(2)

 的描述与此相差不多，后者还说巴比伦拥有一道相当规模的壕沟。考虑到规模，其卫城的坚固程度更加令人惊奇。当时在围攻中使用的工程技术并不发达，无法与筑城的技术相比。一旦城市投降或者陷落，城镇中所有人都会遭到屠杀或沦为奴隶，因此守城者往往会做困兽之斗。亚述人据说也会为临时营地修建工事，通常为一道环形的防线。

犹太人

在犹太人中，除一些例外情况，所有超过20岁的男子都被算作士兵。其12个部落分别组成一个军，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时期，平均每个军拥有50000人。战时，用抽签或规定的办法从这样的军中选出所需士兵。这种办法既简单又明了。扫罗（Saul）
(3)

 首次建立了一支国王近卫军。在大卫（David）的时代（公元前1025年左右），犹太人中的适龄服役人数为130万人，单个部落提供的士兵数量则为24000人。12个军按月轮换服役，由一位军官指挥，后者也对军队的效率负责。整个288000人的部队都可以算作预备役部队，其中只有十二分之一的部队保持现役状态。部队依照十人、百人、千人的十进制组织编制。所罗门（Solomon）则大幅增加了骑兵和战车的数量，并完善了他们的组织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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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长枪兵
	希伯来长枪兵




在逃出埃及时，以色列人并没有任何武器。只有当埃及人遭到毁灭之后，他们才得以用埃及人抛进大海的武器装备一部分人。在流浪过程的后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弓箭、投石器和标枪。直到他们抵达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前，他们都没有装备任何铸造武器。巴勒斯坦（Palestine）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装备要更好一些，而且也拥有骑兵和战车。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犹太人终于开始使用宽刃短弯刀和长枪。但投石器仍是他们最中意的武器，而犹太人也特别善于使用它们。到了士师（Judge）统治的年代，在26000名使用刀剑的部队中，精锐部队却是700名“能让石头准确命中一根头发”的左撇子投石手。即使早在摩西（Moses）的年代，犹太军队都拥有相当的训练和纪律水平。他们在会战中采取的战术则与其余民族相似：位于前方的轻装部队以疏开队形首先接战，之后再由重步兵以密集队形进行打击，战斗中还伴随有号声和呐喊。有时犹太人也会排成三道战线，轻装部队位于第一线，主力部队在第二线以10至30排的纵深排列，其后方则为一支由精锐士兵组成的预备队。
(4)

 犹太军队中通常也会使用野兽形状的军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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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重步兵
	希伯来弓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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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石手
	希伯来散兵




犹太人的对手数量也同样庞大。在扫罗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对方总计拥有6000名骑兵、30000辆战车以及“多得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的步兵。在与琐巴（Zobah）国王利合（Rehob）之子哈达德赛（Hadadeser）的战争中，犹太人面对着700名骑兵和20000名步兵。所罗门也曾凭借1400辆战车和12000名骑兵，阻止了40000辆战车的进攻，不过后一数字可能算上了皇室马车和辎重车。与后来锡姆伯拉会战（The Battle of Thymbra）和阿贝拉会战（The Battle of Arbela）中的战车数量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是过分夸大了，但它们仍然足以证明战车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性要比骑兵更大。

毫无疑问，犹太军队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据古代史料记载，大卫王曾任命约押（Joab）为全军统帅，后者手下有27名副将，整支军队也被分为三个军。这其中明显存在着明确的军阶和指挥体系。

在摩西的指挥下，犹太人会对四方形的日常宿营地设防。但在他们征服巴勒斯坦之前，都不曾听说犹太人建立过有永备工事的城市。直到大卫的时代，他才采用东方常见的方式，为耶路撒冷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埃及

底比斯（Thebes）
(5)

 和孟菲斯（Memphis）两座城市似乎有着埃及最早的军事系统，不过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不久，第一位法老便完成了埃及的统一
(6)

 。武士阶级在埃及位于社会顶层，仅次于祭司。在塞索斯特利斯（Sesostrids）
(7)

 的统治下，埃及的军队组织开始变得高效起来。在这位伟大的法老出生时，其父王宣布将所有当天出生的男孩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这些人后来即成为塞索斯特利斯的近卫军，其中还有数人晋升为将军。与后来的封建国王一样，塞索斯特利斯会先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士兵，然后为他们规定一定的服役年限，士兵们必须自己负担征战的费用，并随时做好服役准备。埃及军队的人数总计不少于40万。武士阶级中的年轻人会接受系统训练，一切的记录和传统也都表明埃及人是非常出色的士兵。对他们来说，剥夺荣誉便是对违反纪律最严厉的惩罚，不过通过一些英勇行为，荣誉也并非不能挽回。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埃及开始走向衰落。到森美忒库一世（Psammeticus）
(8)

 时期，来自小亚细亚（Asia Minor）和希腊的佣兵逐渐取代了武士阶级在军队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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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武士装束的埃及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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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片甲的埃及士兵（左）和身着皮甲的埃及士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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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士兵



埃及军队的主体同样由步兵组成。即使在远古时代，战车和骑兵便已经变得常见了。不过当埃及的运河系统逐渐发达之后，可供战车和骑兵活动的空间变小，其作用也就跟着减小了。埃及人使用弓箭、长枪、投石器、战斧、标枪、刀剑等常见武器，步兵也分为轻装和重装、非正规和正规两类。一些步兵会携带能够覆盖全身的盾牌，并穿戴锁子甲和头盔。埃及军队中设有军乐队，并将圣牛或鳄鱼的形象置于长枪上作为军徽。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一书中记录了锡姆伯拉会战中埃及人使用的战术：他们排列成纵深极大的庞大密集队形，通常为100列宽、100排深的四方阵，正面由连接在一起的盾牌和伸出的长枪掩护，使敌人难以攻击。埃及人会修建矩形设防营地，还会建造巨大的城墙来保护边境，塞索斯特利斯便曾在培琉喜阿姆（Pelusium）和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之间建造过一条长城，而埃及城市也有数层高的城墙保护。与此时的其余所有民族一样，埃及人的围攻战术也不怎么发达。即使并不太坚固的阿什杜德（Ashdod）
(9)

 ，也能够抵挡森美忒库达29年之久。

塞索斯特利斯拥有60万步兵、27000辆战车和24000名骑兵。据说他曾经征服埃塞俄比亚（Ethiopia），穿过麦罗埃（Meroë）进入阿拉伯半岛（Arabia Petrea），并从那里一路远涉印度，之后他又从海路抵达腓尼基，甚至蹂躏了小亚细亚的大片土地。据称，塞索斯特利斯所征服的土地向东远达奥克苏斯（Oxus）和印度河（Indus），并向当地人口征收了大批进贡。然而，即使这些功绩不只是值得怀疑的传说，他的征服也没能持久下去。

波斯

在居鲁士的统治下，波斯的武士不仅位于社会顶层，而且还是世袭阶级，终其一生都随时准备作战。如果《居鲁士的教育》中的记述正确，那么居鲁士仅凭30000人马便完成了他最伟大的征服工作。之后他的军队人数增加到了70000人，并相继有更多被征服省份的士兵前来投效。在这些省份中，居鲁士一律保留当地政府，但留下一支波斯军队驻守。这套体制证明了居鲁士的明智。他所过之地的人民生活富足，而统治他们的总督也始终处于波斯军官的监视之下。亚历山大大帝后来也效法这套体系，并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居鲁士征服的亚洲土地与后来亚历山大征服的一样辽阔，亚历山大也会在城市中留下驻军，作为他离去后的支撑点。在居鲁士有生之年，波斯军队有着极好的纪律，但在他死后，与米底人奢华生活的接触几乎完全摧毁了他建立起来的体系。

《居鲁士的教育》多少带有浪漫色彩，色诺芬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也融入了这部史书，而且书中满是对英雄的过度崇拜。尽管其主体内容是真实的，细节却无疑有多加粉饰之嫌。无论如何，该书的历史价值都不亚于其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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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士兵
	波斯非正规步兵
	波斯武士




当时波斯人主要以步兵作战，骑兵数量很少。但居鲁士意识到面对亚洲那些拥有大量优秀骑兵的民族时，自己也必须拥有骑兵。为此，他从各地征集了10000名骑兵，并在锡姆伯拉会战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正是日后波斯优秀骑兵的发端。波斯步兵最初只装备有弓箭、投石器、标枪和小盾，后来他们在征服亚洲的过程中逐渐改进了武器，开始使用战斧、刀剑，并开始穿戴锁子甲和头盔。由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从轻步兵逐渐发展成重步兵，大部分人则依然保持轻装。居鲁士还将波斯步兵原先的30排纵深缩减到了12排。
(10)

 波斯骑兵的情况与此相似，大部分是来自游牧民族盟军的轻骑兵，重骑兵只占少数。居鲁士手中也有一些镰刀战车。色诺芬还说他在锡姆伯拉会战中使用了底部装有轮子、内部安置了士兵的可移动箭塔，以及骆驼骑射手、用骆驼背负的巨弩和其他一些奇怪装置。所有这些装置的真实性都非常值得怀疑，但这些说法仍然十分有趣。

在防御工事和围攻方面，波斯人几乎毫无建树。但他们还是从米底人和其他亚洲人那里学到了一些技能，并逐渐学会了如何使用巨弩和攻城锤。不过，除非守军很快就被饥饿打倒，否则波斯人通常还是更愿意使用诡计来占领城镇，就如同他们在锡姆伯拉会战后进攻萨迪斯（Sardis）时所做的那样。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曾围攻泰尔旧城达13年之久，却始终无法攻克。

在居鲁士之后，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将全国男性人口分为儿童、青年、成人和老人四等。每一等拥有12名头领，头领均从成人和老人中选出。男性一旦超过10岁便要进入儿童阶级，20岁后划为青年，30岁后划为成人，40岁划为老人，55岁后解除兵役责任，每个等级均拥有自己专门的职责和纪律。不过这种划分办法与其说它有益，还不如说它有趣。
(11)





————————————————————


(1)
 这个四方阵型不像希腊人和后来腓特烈、拿破仑时代那样是中空的，而是填实的。


(2)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波斯历史学家，曾著有《波斯史》和《印度史》。


(3)
 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


(4)
 这种序列事实上与罗马人的青年兵—主力兵—三线兵这一排列排列方式极为相似。


(5)
 此为埃及的底比斯，并非希腊的那个同名城邦。


(6)
 这一记录有误，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便完成了首次统一，首位法老也于当时出现。


(7)
 塞索斯特利斯为希罗多德记录中这位埃及法老的希腊语名字，其埃及名应为努塞尔特。


(8)
 公元前664年至公元前610年在位。森美忒库也是希腊语名字，其埃及原名为普萨姆提克。


(9)
 以色列西南部的腓尼基城邦。


(10)
 这一纵深已经小于马其顿方阵和后期希腊方阵的16排纵深，说明当时波斯军队中的重步兵比例似乎并不太低，否则在对抗埃及那些100排的步兵行列时将一触即溃。


(11)
 事实上，罗马共和国中期的军团同样以服役年限为基础划分为青年兵、主力兵和后备兵，而三者在装备、作用与纪律上也所有区别。当然，即使对罗马人自己而言，这种划分也不过是通过人为标准来区分部队的经验和配发武器，但绝非没有意义。到罗马共和国后期，所有罗马步兵全部使用同样的武器，青年、主力、后备兵也被统一的军团步兵所取代。



第四章　希腊早期的军队与战争

古希腊借鉴了我们所知的所有东方战争艺术，但凭着高度的民族智慧，他们去掉了所有无用之物，将其实用性提高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早期的希腊国王们掌握着全部民事和军事权力。所有自由人口都是士兵，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要接受训练。从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时起，希腊人便已经开始使用青铜武器。贵族和头领们使用刺枪、投枪、短剑，弓箭和投石器则被留给那些不够英勇精干的士兵使用。与他们相反，特洛伊首领们并不蔑视弓箭。希腊人的头盔、胸甲以及大盾也由青铜制造。他们或步行或乘战车作战（后者为贵族的特权），但并没有骑兵。因为除色萨利（Thessaly）和玻俄提亚（Boeotia）以外，希腊的其余国土多为山地，并不适合骑兵发展，再则他们的马匹品种不佳，人民也不通骑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战车却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战斗时，希腊武士跳下这些两匹马或四匹马拉的两轮战车徒步作战，马夫则驾着战车在他附近等待。从任何角度来看，除振奋士气以外，这些战车都非常笨重，实际作用也非常值得怀疑。

根据传说，在七英雄远征底比斯时，为支持波吕尼刻斯（Polynices）登上王位，七位国王组建了一支军队，其中也存在当时军队组织结构的蛛丝马迹。围攻底比斯城时，进攻者在每个城门外分别部署了一支部队，尝试用饥饿来打败对方。底比斯人则发动了一次突围，杀死了七位国王，赶走了他们的军队。十年之后，这七位国王的儿子们终于攻克了底比斯，并将波吕尼刻斯的儿子推上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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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皮制胸甲的希腊士兵
	爱琴海石雕中的帕里斯
	古代希腊士兵




到围攻特洛伊时（公元前1193年至公元前1184年），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军队的编组结构。阿伽门农（Agamemnon）很明显是拥有法定权力的，所以才能强令其余希腊君王加入这场建立在个人恩怨基础上的远征。阿喀琉斯（Achilles）拥有2500名士兵，分为5个各有500人的团。希腊人以方阵或类似的厚重队形投入战斗，他们将盾牌并在一起，士兵们一言不发，以确保能够听清指挥官的命令。但在战线前方，双方总会派出最英勇的武士进行几场决斗——可能这算是双方重装部队交战前、重要且长时间的散兵战斗。希腊士兵拥有令人羡慕的纪律性，但在获胜后却习惯于解散行列来进行屠杀或者抢劫，因而总是会丧失决定性的优势。希腊人对待俘虏也极不人道。

希腊军队每日都会修建宿营地，并经常为其设防，但士兵们不睡在帐篷里，而是直接露天而宿。只有长时间停留在某地时，他们才会修建棚屋。在特洛伊城下，希腊军营拥有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壕沟之后还有木栅栏或者用掘壕时挖出的泥土修建的城墙，墙上建有木制箭塔。在这些工事保护下，士兵们便居住在棚屋之中。

在当时，希腊人建造防御工事的水准也就比搭建粗糙掩体稍强一点，他们对围攻战术更是一无所知，其对特洛伊长达十年的封锁即证明了这一点。而双方不断在城外发生战斗，说明特洛伊人本身也不太依赖城墙保护。数万希腊大军没有包围整个特洛伊，而只停留在海滩上封锁着这座城市。特洛伊人始终可以依靠艾达山区（Mount Ida）提供补给，希腊人却只能将一半军队派往克森尼索（Chersonesus）征发粮食。整整九年时间里，战争都局限在小规模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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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围攻战示意图



希腊人将大量时间浪费在对特洛伊属地的一系列孤立攻击上，直到战争双方都精疲力竭。涅斯托尔（Nestor）于是建议将士兵依照民族和家族重新整编，以激起各部队之间的竞争意识和应有的雄心。希腊人能在冲出营门后立刻排成战斗序列，也证明他们熟知如何排列队形。当时希腊军队分为左翼、中央和右翼三个部分，步兵采取纵深为数排的队形，并依涅斯托尔建议将最懦弱者置于第一排，将最勇敢者置于最后一排。有时军队也会排列成数条战线，如将战车作为第一线，步兵为第二线。在进攻希腊人的营地时，赫克托耳（Hector）将特洛伊人也分为五支部队，使成功与否并不由单独某一支的一次进攻决定。这便是一种粗略的预备队概念。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1)

 曾将帕拉墨得斯（Palamedes）
(2)

 称为“战术之父”，涅斯托尔无疑也应该享受这个荣誉，但交战之前双方英雄的长时间决斗却阻碍了大战术的发挥。关于那次战争中的战术细节，我们也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的第十年，特洛伊才终于被攻陷了，使用的方式也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围攻战。

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的军事制度稳步发展。兵役成为城邦内的最高义务，对自由人来讲也是珍贵的殊荣。宗教、教育、运动大会都是青少年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宗教使他们相信英雄可以成为半神；教育内容只局限于体育和军事演练，锻炼他们的耐心和耐力，灌输对上级和长辈的尊敬以及对国家的热爱；运动大会则使那些最勇敢、最强壮以及最有经验的人有机会展示技艺和勇猛，并借此赢得荣誉和尊敬。战车、赛马和田径比赛垄断了所有的运动大会，其中田径包含赛跑、越野、摔跤、掷标枪和铁饼、拳击以及包含以上所有项目的全能赛。获胜者得到的奖赏只有荣誉，但它的价值却超过了一切物质奖励。人们会为声名显赫的胜利者竖立雕像，用碑文和诗歌赞美他的荣耀，保养雕像和碑文的费用也由公共开销支付。

所有18岁至60岁的公民都拥有服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年龄因城邦不同而略有差异。爆发战争时，城邦会依据惯例、年龄或抽签的方式来选出所需的兵员。光荣服役一定年限之后，公民便可获得不少民事特权，甚至得到进入政府任职的机会。在战斗中伤残的士兵会得到国家供养，他们一样受人尊敬。

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时，希腊人几乎完全依靠步行作战。方阵步兵是重步兵，散兵则是轻步兵。前者来自地位最高的阶级，使用最长达10英尺的长矛、大盾、短剑，并拥有头盔和胸甲，有时还包括胫甲。他们的胸甲通常使用皮革制成，但由于重步兵的装备是由自己购买的，故其武器装备会随个人喜好而千变万化。轻步兵没有甲胄，武器也仅限于弓箭和投石器。他们来自城邦中相对贫穷的阶级，在战斗中的价值远逊于重步兵。但有一部分轻步兵例外，例如克里特（Crete）弓箭手便因他们射箭的准确度和箭矢的威力而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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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战争之后，战车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希腊的破碎山地和谷地中，它们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骑兵取代了战车的地位，至于这种变化具体从何时开始则并不清楚。色诺芬曾提及，早在吕库古（Lycurgus）
(3)

 时期希腊便已经出现了骑兵，而他们在一个世纪后的麦西尼亚战争（The Messenian War）中无疑也得到了使用。作为战斗部队而言，大部分希腊骑兵并不优秀。在他们之中，玻俄提亚的骑兵素质稍好，而色萨利骑兵则非常优秀，因为他们在宽阔的草原地形上饲育出了一种非常强壮的、可供骑兵使用的矮种马。

当时部队的战术队形变化很多，但在早期通常都会采取与东方人相同的十进制系统来编组部队。轻装部队掩护着全军的正面和侧翼，重步兵排成被称为方阵（Phalanx）的密集队形，其阵型和人数在当时并不固定。色诺芬称，当时方阵的基本单位为一个100人的支队（taxis）或百人队（century），由一位指挥官指挥。在战场上，它们会以4列宽、24排深的阵型作战，另外有4名军官，每一列还会分为4个6人的班。10个这样的支队组成一个团（chiliarchia），由一位团长（chiliarch）指挥，4个团则组成一个方阵。除编组方式以外，各城邦的部队名称也不尽相同。在这一时期，交战双方只会采用平行序列发动进攻，但有时也会将侧翼或者背后倚靠在障碍地形上来避免遭到包围。营地会被建造在可以受地形保护的地点，因此很少重重设防。由于士兵们不会背负太多辎重，希腊军队也显得十分敏捷。
(4)

 右翼是军队的荣誉位置，成纵队行军时也由右翼
(5)

 领先，行军纵队的侧翼则由轻步兵加以掩护。

当时，希腊人建造工事和围攻时所使用的工程技术仍然非常原始，导致围攻战往往十分漫长，而希腊人甚至连封锁对方都很少尝试。伊索曼（Ithome）围攻战持续了8年之久，伊拉（Ira）围攻战更长达11年，克律塞（Crissa）围攻战也用了9年时间。

对政府而言，无论其政体形式如何，都必须仔细管理好有关军事的一切设施，而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则握在人民手中，并由公开的集会来决定这些事务。希腊军事制度的弱点在于缺乏统一指挥。按照惯例，军队的指挥官会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几位将军轮流担任一段时间（通常只有一天）。普通人民会组成一个战争议会伴随军队行动，政府更是会派出一些民政官员监视将军们。这套体系是从各个城邦对自由的偏好中自然衍生出来的，以防历史上的那些军权暴君重现。但它也给军队的指挥带来了巨大困难，甚至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希腊人并不在为国效力时领取军饷。在早期，因服兵役而收取钱财是令人不齿的，不过他们还是能从抢劫中得到报酬。如果获得胜利，胜利者会收集起大批战利品，一部分放到神庙里献给神祇，其余的会依据军阶和功绩分给整支军队，而将军们往往能得到大部分的战利品。

触犯军纪者会受到剥夺荣誉（有时也包括一些公民权）的惩罚，这对爱国的希腊人而言是最为可怕的。对士兵的奖赏则包括增加战利品分成、晋升军阶、赐予武器或荣誉标志
(6)

 、民事官职晋升以及民众的敬仰。

希腊士兵要算是美德和恶德的奇怪结合体。他们既拥有最高的勇气、纪律和无私爱国精神，却又狭隘、迷信，并且像野兽一般残忍。希腊城邦本身也有着相同的特质，士兵的特点只不过是城邦特性的缩影。

斯巴达

在所有希腊城邦中，公元前9世纪的斯巴达（Sparta）和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Athens）均因完善的军事制度引人注目。吕库古（公元前820年）订立法律的目的便是从大批自由公民中建立起一支军事力量，并将士兵们磨炼得勇气过人、耐力持久、服从上级且作战技巧出众，从而战无不胜。为达到这一目的，斯巴达人故意赶走了艺术和科学（甚至可以说赶走了文明），将日常生活简化到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水准，并否定个人价值。这套方法完全达到了目的，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其他士兵能像斯巴达人那样具有尚武精神。他们热爱祖国，愿意为国牺牲，并认为为国奉献一切便是生命的意义，温泉关会战（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便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
(7)

 但有得必有失，一个城邦不可能单凭士兵的英勇和军事成就而变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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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巴达，青少年并不属于父母而属于城邦。他们被集中在一起接受体能训练，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使用武器。他们要被迫承担多得惊人的体力工作，得到的食物却少得可怜。他们所知晓的美德只有尊重年长者和服从上级命令。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子都是士兵。对斯巴达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仅有的技能，战死沙场更是最高尚的德行。正因为此，斯巴达军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向无敌。

不过斯巴达在军事方面的成功最终将自己引入了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而对艺术和科学的轻视也导致其他国家最终在军事智慧方面超过了自己。吕库古禁止斯巴达建立城墙或者舰队，陆军是它所能仰仗的唯一防卫力量。更加奇怪的是，吕库古甚至禁止斯巴达军追击战败的敌军。军队存在的目的，并非是征服他国，而只是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所有这些错误政策最终使斯巴达的对手们占据了上风。

重步兵是斯巴达最倚重的力量。他们身着全套铠甲，视保持身体完好为对城邦的义务，同时又绝不贪生怕死。斯巴达人将丢失盾牌或在战斗时没有携带盾牌视作耻辱，因为这象征着他在仓促逃跑时为了跑得快点而扔了盾牌。斯巴达重步兵会携带一个重型长矛（大部分人还会携带一支较轻的长枪）以及一柄双刃短剑。斯巴达陆军中只有很少的轻步兵，骑兵也十分平庸。其中后者在会战中会排成8排纵深，通常都会被对方骑兵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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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和修昔底德在描述斯巴达部队的组织结构时差异颇多。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组织结构本身会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不过其基本的军阶和指挥结构却很明晰。一个斯巴达方阵步兵团（Mora）拥有400人，后来增加至900人（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团始终是512人），由一位团长（Polemarch）指挥，其下有4位营长（Lochagoi）、8位连长（Pentekosteroi）和16位排长（Enomotarchoi）。一个排则由4个“行”（Lochoi）组成，每行人数先是25人，后来增至50人，其指挥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士官。与“支队”一词相同，“行”在希腊史书中也经常被用来指代各种不同规模的部队。除步兵以外，每个团还会拥有不超过100名骑兵。

国王作为全军的总指挥官，其权力在和平时期受到限制，只有在战时他才拥有绝对权力。即使如此，国王调动军队也必须向人民严格负责。如果需要派出两支军队，则两位国王分别指挥一支。如果只派出一支军队，则人民选择一位国王领兵作战，另一位留在国内领导政府。在战场上，国王拥有一支参谋兼近卫部队，由两位团长、数名运动会冠军以及一些年轻的骑马武士组成。后期还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长官团（Ephors）随国王行动，战争议会的职责即由他们担任。这些长官均是民事官员，负责监督国王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力。

斯巴达人对战略一无所知，战术也非常简单。他们直接向敌人行军，排成厚重的方阵，仅凭一次冲击决定战争胜负。如果敌军人数众多，斯巴达人也会尝试通过诡计取胜。会战时，在笛声的伴随下，斯巴达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安静推进。在战胜时，他们并不追击敌军，即使战败，他们通常也能有秩序地慢慢撤退。行军时，会有一支骑兵充当大军的先头部队。在宿营时，斯巴达军队中还拥有一支宪兵，并且会组织哨兵和巡逻队。只要宿营地相对安全，斯巴达人就很少会为其圆形营地设防。

对斯巴达人而言，和平时必须为准备作战而不懈努力，战争是他们仅有的消遣。战时，斯巴达人的唯一义务便是作战。在行军和会战的间隔中，他们便召开运动会，或者进行田径锻炼。他们不对任何和平时的事务负责，一场战役才是他们的假期。军队中所有的苦力活都被交给希洛人（Helots）
(8)

 负责，这也是希洛人随军行动的唯一任务。不过到了后期，作战人员也会负担苦力工作。斯巴达人会用驮兽背负大量补给和口粮。和平时期，他们的口粮虽然同样充足，但非常粗制滥造。不过到了战时，口粮就变得丰盛且有营养了。准备参战的斯巴达士兵们犹如去参加盛典——他们会穿上最华丽的服装，并用鲜花来装饰自己和武器。

斯巴达人从不在满月之前展开任何战役。虽然这是他们的宗教习俗，但在某些情况下（如马拉松会战之前），这根本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运。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斯巴达人都会举行一些固定的仪式，来向众神献祭。

由于法律禁止斯巴达建立要塞，不仅他们的国土始终向入侵者敞开大门，整个斯巴达民族也因此对设防工事一无所知，进而使他们在围攻设防地区时束手无策。
(9)



雅典

从废除国王制度到梭伦（Solon）的时代为止（公元前1068年至公元前594年），由于内部的混乱以及与外邦的争端，雅典始终没有建立起固定的军事体系。梭伦制定的法律旨在建立一个既能大幅限制贵族权力，又不完全流于民主的政府。为此他依据财产数量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或称宗族）——富豪（Pentakosiomedimnoi）、骑士（Hippeis）、双牛（Zeugitoi）以及日佣（Thetes）。其中第一等最富，最后一等最穷，所有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虽然雅典采取了民主制度，但公民在总人口中仍只占少数。在某一时期，雅典的人口组成为公民90000人、外乡人45000人、奴隶360000人。在德米特里厄斯（Demitrius）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中，公民人数则为21000、外乡人10000、奴隶则多达40万。在四个等级的公民中，前两个等级有义务供养一匹马，并作为骑兵服役；第三等公民自备装备充当重步兵；第四等公民中能够负担合适装备的，也可以充当重步兵，其他负担不起装备的人则加入轻装部队。

雅典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在公共学校中接受一定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到18岁时，公民便要宣誓忠于城邦并开始负担军事义务。无论战争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所有20岁到40岁的公民都必须在被选中时无条件服役。服役20年之后才可退伍，退伍之后公民才能进入政府任职。不过在60岁之前，他们仍然必须时刻做好回到军队抵抗外敌入侵的准备。到公元前6世纪末尾时，公民的宗族增加到了十个。

与斯巴达一样，重步兵也是雅典军队的主要力量。雅典重步兵的装备与荷马时代相同，包括一块大盾、一支长枪以及一柄短剑。荷马时代的盔甲则更是始终被全部希腊人所使用。士兵们身着一件束腰长袍。在穿戴盔甲时，首先穿上胫甲，然后穿上保护腰部和大腿的护甲以及保护躯干的胸甲，把剑鞘用背带从右肩斜挎到左腰位置，再把盾牌用类似的办法佩戴在左臂上，之后再戴上头盔，拿起长矛。这些重步兵排成8排或者更深的密集方阵作战，辅助他们的骑兵十分孱弱，轻步兵也不值一提。在会战中，雅典军队会被列成一条或两条战线，重步兵位于中央，轻步兵位于两侧，骑兵则保护侧翼。不过这些阵型也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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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时期的希腊骑兵
	荷马时期的希腊武士




当时雅典部队的层级组织并不明确，但似乎与斯巴达人非常相似，也许只有各单位的名称不同。十个公民阶级各自提供1000名以上的重步兵，由一位指挥官指挥。另外，每个阶级还会推选出一名将军（Strategos）
(10)

 ，其地位与斯巴达的团长相当。这十位将军组成战争议会，轮流担任全军总指挥。

与斯巴达人相比，雅典人同样勇敢，有时甚至更加激昂，但不像斯巴达人那样耐力十足。而且出于民族性格，他们的纪律也不像斯巴达人那样严格。

早期希腊战争

特洛伊战争一结束，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便入侵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最终征服了该地区（公元前1104年）。
(11)

 除此以外，公元前750年之前，希腊人之间的战争都属于半文明部落之间的争端，根本没有系统性或科学性可言。只有当斯巴达和雅典逐渐成为强国之后，战争行动才变得引人注目。即使如此，他们的战争也仅限于小战和围攻战。这一结果源于希腊国土被自然障碍和政治区划分割成了大批小国，更大规模的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这些战事中，小战显得颇具智慧。围攻更像是封锁；设防工事的修筑也更多依赖于自然条件，而非人力。

在第一次麦西尼亚
(12)

 战争（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24年）之前，从没有谁能够像麦西尼亚国王优法斯（Euphaës）那样如此长时间且有效地抵御斯巴达人。这位国王在都城中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准备，在血腥但不具决定性的安菲亚会战中（The Battle of Amphaea）抵挡住号称无敌的斯巴达方阵，以及他对伊索曼的漫长防守，无一不证明着优法斯是一位优秀统帅。在伊索曼这座岩地要塞，优法斯坚守八年之久，使斯巴达的精锐部队束手无策。而在最后一年中，他在第二次安菲亚会战中击败了斯巴达人，但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在第二次安菲亚会战（公元前730年）中，优法斯向世人展示了会战战术的价值。当时两位斯巴达国王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和波利多拉斯（Polydorus）以平行序列面对麦西尼亚阵线。两支军队各自的右翼都被对方击败，战斗不分胜负。但优法斯在会战的混乱中迅速调整计划。此时他左翼的骑兵已经击败了对面的斯巴达骑兵，将后者赶出了战场。优法斯迅速将他们从追击中召回（这在会战中通常是很难做到的），将他们部署在自己后退中的右翼背后。有了这些骑兵的支持，麦西尼亚右翼得以重组，而一小部分骑兵发动的英勇冲锋则成了会战的决定性一击。不过优法斯本人并没能享受胜利——他战死在了这场胜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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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菲亚会战（公元前730年）示意图



继承王位的阿里斯托德墨斯（Aristodemus）在此后五年时间里通过小战保持着优势，并最终在伊索曼再次击败斯巴达人。而这一次斯巴达的损失之大，使他们全凭出众的纪律，才得以靠残兵重新夺回拉科尼亚（Laconia）。

不过，有着充足人口和资源的斯巴达人很快便重整旗鼓，麦西尼亚人却在英勇抵抗的过程中筋疲力尽。在阿里斯托德墨斯死后，斯巴达人终于依靠更强的实力镇压了麦西尼亚，迫使它向斯巴达进贡。

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公元前645年至公元前628年）则以阿里斯托米尼斯（Aristomenes）的勇气和能力而著称。在他的领导下，麦西尼亚人再次崛起，试图推翻斯巴达人的统治。他们又一次入侵拉科尼亚，重创斯巴达军队，蹂躏了大部分斯巴达土地。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两年之后，斯巴达人通过诱使麦西尼亚的盟军背叛他们才建立优势。阿里斯托米尼斯被迫撤退到海岸要塞伊拉。由于斯巴达没有舰队，麦西尼亚人可以从海上获得给养（早在伊索曼围攻战时便出现过相同情况）。在伊拉围攻战长达11年的时间里，阿里斯托米尼斯通过在城外骚扰斯巴达人，在城内顽强地坚守城池，始终抵御着斯巴达人。这次漫长的围攻也显示出当时的攻城战术是何等贫乏。最终斯巴达人还是通过买通叛徒攻入城内，阿里斯托米尼斯被允许率军撤离，但麦西尼亚却被斯巴达人彻底征服并肢解了。



————————————————————


(1)
 雅典名将，曾参与马拉松会战和萨拉米斯海战。


(2)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将领之一。


(3)
 活跃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斯巴达人，斯巴达双国王与28名元老共同组成元老院的政体便是由他建立。


(4)
 主要原因可能是此时的希腊军队既不会前往离家乡太远的地区作战，也很少长时间作战。


(5)
 即排成战斗横队时的右翼。


(6)
 通常就是桂冠。


(7)
 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一世带领300名斯巴达士兵与希腊盟军驻守温泉关，抵挡多达30万人的波斯军队。在遭到迂回后，斯巴达人与自愿留下的700名底比斯士兵为掩护主力撤退，全员战死。


(8)
 斯巴达社会底层的奴隶阶级，为斯巴达当地原住民，被迁徙而来的斯巴达人征服后便沦为奴隶。


(9)
 城市和边境没有设防也使斯巴达人无法在战时使用少量部队即可扼守关键地点，而必须驻扎大批部队才能保证当地安全。这就使斯巴达的敌人仅需小规模的支队，即可牵制大批斯巴达部队，使他们在主战场上的野战兵力大幅减弱。


(10)
 相当于团长。另外，“strategos”一词本身有时也作“团长”之意。


(11)
 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多利安人入侵”。多利安人曾征服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但仅有斯巴达一个城邦始终保留下来。而斯巴达人对当地原住民希洛人的奴役也正是源于这场战争。


(12)
 麦西尼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



第五章　居鲁士与大流士

直到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出现之前，我们从早期的战争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现代军人学习之处。尽管远古时期的各民族经常因饥荒或抢劫之欲互相入侵，但从他们的战争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指导战争的原则——也许只有发挥数量优势除外。埃及人、犹太人、波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印度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展现出他们对战役或战术能够有所计划。他们对战争的执行，也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性可言。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同样有伟大征服者存在。据称建造了巴别塔（Babel）和尼尼微城的宁录（Nimrod，此人可能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或是根据另外某人加工而来），即被犹太人描述为一度权倾天下。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宁录以及他的遗孀塞米勒米斯（Semiramis）不过是后人为描述战争胜利和大城市建立而选择的象征性人物，现代的考证也已经证实他们远没有传说中那样伟大，但他们仍然象征着一些杰出的征服先驱。希腊史学家们所述的塞索斯特利斯远及埃塞俄比亚、恒河（Ganges）、西徐亚（Scythia）的征服，也可能是整整一代王朝而非某位法老一人的功业。但同样的，这仍能证明埃及历史上曾存在过一系列杰出的长期战争。无论这些史前时代流传下来的英名是否真有其人，毫无疑问的是，所有时代都拥有伟大的战士，甚至还有更多具有同等能力的人出生在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展示天才的时代。不过无论这些征服者的功业如何伟大，我们也无法在传说中找到任何对研究军事有益的伟大统帅。从尼诺斯（Ninus）
(1)

 、塞米勒米斯、塞索斯特利斯等人的征服传说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对现代战争有益的知识。部分原因在于彼时赢得会战胜利并不取决于谁的部队更加严整，而取决于谁的乌合之众规模更大。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史书中并没有记录下任何行动细节，而奇闻轶事般的传说又根本不可信。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征服的传说肯定源于某些伟大征服者的所作所为，而这些传说又激励着后来者的行动，最终缔造出更加伟大的统帅。这些传说无疑描绘出了军事领袖应有的所有素质，但直到居鲁士的时代之前，我们还是找不到任何与今日战争相关的军事科学，更没有任何战争艺术可言。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大部分历史上的征服者身上，即使其中最伟大的几位，也绝不能被列入伟大统帅之列。能够征服大片土地、摧毁人口众多的国家、奴役勇敢部落的将领，即可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但只有能够践行战争原则的将领，才被称为伟大统帅，即使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功业没有那么伟大也还是一样。亚历山大既是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伟大的统帅。他有着留名青史的天才，而时局又给了他将所有天才加倍发挥出来的机会。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他占领了最广大的土地，征服了最众多的人口。作为伟大的统帅，其战争策略亦给后人留下了无法估量的价值。本丛书的目的，便是记述那些对我们今天的战争艺术影响最大的伟大统帅的战史。无论那些伟大的人物是否曾担任过将领，也无论他对世界的经济起到过何等影响，只要他没有对战争科学做出过重要贡献，本书以及后续的几部书中，便不会有他的位置。

相比传说中的那些征服者，居鲁士不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且我们也不局限于仅仅知道他做出了哪些功业，我们还从希腊史学家那里知道了他是如何做出这些功业的。所有的史书对同一事件的描述都有所不同，即使近100年甚至近25年的战史也同样如此。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古代史料接近事实真相。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能够可靠地记录所有史实，但通过对比所有史学家的记录，通过研究战区和战场的地形，通过对互相冲突的描述进行分析，我们仍有可能对事实得出合理推论。在所有的时代，军事评论家们都会为诸多事情争论不休，但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解却很少会有原则性抵触。而从这些不同评论中所能学到的教训，也大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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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的征服示意图



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inid Dynasty）的一员，居鲁士（公元前558年至公元前529年在位）缔造了巨大的波斯帝国。在他之前，波斯曾经臣服于米底，受到严苛压迫。居鲁士推翻了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把米底和波斯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统治着哈里斯河（Halys）以西全部小亚细亚土地的吕底亚（Lydia）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决定向居鲁士宣战，跨过哈里斯河，进入波斯—米底帝国最西部的省份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蹂躏了那里富饶的土地，摧毁了普提里亚城（Pteria）。巴比伦、埃及都是吕底亚的盟友，甚至连斯巴达都许诺为其提供支援。在克罗伊斯准备进一步深入波斯内陆之前，居鲁士通过一次快速的行军拦住了克罗伊斯，并在已经被后者蹂躏的土地上与其交战（公元前554年）。这场会战虽然野蛮、血腥，但并不具决定性，只是由于夜幕的降临，会战才告结束。在那之后，克罗伊斯撤回了自己的首都萨迪斯。由于没有料到居鲁士会进行一次冬季战役
(2)

 ，克罗伊斯将大部分精力用来巩固与盟友的关系，要求他们为来年的战役提供援助。

不过居鲁士没有任何拖延，充满活力地践行了最古老有效的战争原则——出其不意，没有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由于冬季临近，克罗伊斯判断居鲁士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回到萨迪斯之后便不明智地解散了军队。为利用这个错误，居鲁士凭借艰难的强行军，在萨迪斯附近的锡姆伯拉平原奇袭了克罗伊斯，并将其击溃。这也许可以算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战略奇袭，这种行动在后来贯穿着伟大统帅们的所有战史，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The Campaign of Ulm）便是其最好的例证。锡姆伯拉会战之后，居鲁士围攻萨迪斯14天，以强攻的方式将其攻克，吕底亚就此臣服。居鲁士以优秀战士特有的，但在当时却不常见的仁慈，让克罗伊斯做了他的朋友和顾问，并从克罗伊斯的知识和影响力中受益匪浅。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优秀会战战术案例，居鲁士摧毁吕底亚王国的锡姆伯拉会战得到了色诺芬的详细描述。克罗伊斯据说拥有42万人、300辆战车。居鲁士则拥有19.6万人、300辆战车以及300名骆驼骑兵。色诺芬还说居鲁士在编组军队序列和供养军队方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技巧。两军相遇的地方——锡姆伯拉平原，在萨迪斯附近。很明显，色诺芬对会战经过的描述是以史实为基础的。而即使色诺芬的记载与居鲁士的实际行动不符，其描述也同样引人注目，因为这说明色诺芬本人对于该如何面对这样一场会战也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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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姆伯拉会战示意图



由于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克罗伊斯计划利用长度远远超出居鲁士侧翼的阵线，在与对方交战后将两翼向内旋转，从所有方向上包围居鲁士。为此，克罗伊斯将军队排成了一条战线（也有说法认为是两条），将骑兵置于两翼。其战线纵深为30排，只有中央的埃及人扔保持着传统的100排深、100列宽的巨型四方阵。其战车则部署在整个战线的前方。居鲁士认清了对手在数量方面的巨大优势，估计到了这样一个内旋的行动（这种战术在当时极为常见），因此他尽可能地调整部署来对抗敌军。居鲁士将队形纵深减少到了12排，但同时将全军列成五条阵线。这样一来，由于每条阵线之间都有空当，全军便得到了更大的纵深。身着重甲的重步兵位于第一线；标枪兵在第二线；弓箭手在第三线，准备将箭矢射过前两条战线的头顶；第四线由精锐步兵组成；第五线则为装满士兵的带轮箭塔。在所有战线之后，是一个由辎重车组成的巨大四方车城，全军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被集中在里面。居鲁士将战车分为三部分，100辆部署在正面，两个侧翼各部署100辆。除此以外，在两侧战车行列的末尾，居鲁士还分别安排了精选的1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而他的骆驼部队，也就是骆驼骑射手，则隶属于左侧的精选骑兵。

由于居鲁士将阵型纵深排布得如此之大，克罗伊斯若想包围敌军两翼，其内旋运动的规模就会非常庞大。像这样一个运动必定会导致吕底亚战线出现漏洞，居鲁士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对方。那些带轮箭塔相当于设防营地，可供居鲁士在遭到失败时寻求掩护之用。完成这些部署之后，居鲁士停在原地等待克罗伊斯的进攻。
(3)



当这位吕底亚国王认为两军接近到合适距离之后，吕底亚阵线的中央停止前进，两翼则开始进行内旋运动。可以想到的是，这支庞大的部队在进行内旋运动时，一定在多处出现了脱节。就在整个内旋运动即将完成时，居鲁士两侧的战车开始向已经失去秩序的敌军两翼发动正面冲锋，位于战车后方的波斯预备队同时打击在克罗伊斯的侧翼。在很短的时间内，克罗伊斯的两翼就被彻底击碎了。与此同时，吕底亚阵线的中央与两翼之间也出现了空隙。居鲁士看到这一情况后，迅速集中他最好的骑兵，用他们攻击敌军中央部分的侧翼和背后，很快就将其击败。不过埃及人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居鲁士被迫与他们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为自己服役。

锡姆伯拉会战之后，居鲁士留下副将们去征服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市，自己则去镇压帕提亚（Parthia）、索格迪亚纳（Sogdiana）、巴克特里亚（Bactria）、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以及它们周边的各小国。在这次远征中，他征服的土地几乎与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一样辽阔。而在上述所有民族中，塞人（Sacae）给居鲁士带来的麻烦最大。

紧接着，他又将矛头指向了巴比伦，经过两年（公元前539年至公元前538年）的围攻征服该城，将巴比伦尼亚并入了波斯王国。不过这一仗可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围攻战，而只能算是封锁。巴比伦人对自己的巨大城墙信心十足，并不把围攻战放在眼里。居鲁士既没有攻城锤，也没有弩炮，又不懂得如何挖掘地道破坏城墙，他只能建造比城墙更高的围攻墙、土丘、箭塔来压制对方。但仅凭这些，他对城市还是无可奈何。直到最后，居鲁士才终于凭借足以令那些伟大统帅跃居其余名将之上的大胆行动获致成功。他从巴比伦的逃兵那里听说城内即将举行为期五天的年度宗教庆典，沉浸在欢庆中的人们对居鲁士的注意力肯定有所下降。居鲁士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将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河水引到巴比伦。不久之前，他刚刚排干了金德斯河（Gyndes），可能正是因为有这次工程的经验，他才构想出这一计划。另外，亚洲的庞大人力也使他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拓宽尼托克里斯（Nitocris）将洪水引入迦勒底湖（Chaldean Lake）时修建的运河，从而将水导入巴比伦城。为吸引巴比伦人的注意，居鲁士还增加了日常攻击的强度。就在巴比伦人仍沉浸在欢庆中时，幼发拉底河却在几个小时内便淹到了城墙脚下，并成功灌入城内。被出外作战的国王留在城内的王子伯沙撒（Belshazzar）在皇宫内大感震惊，最终决定投降。而按照另一些权威人士的说法，这位王子和他的大臣、随从一起选择了自杀。居鲁士的计划大获成功。在那之后，无论是因为天性仁慈，还是因为伟大战士们都能认清正确政策，居鲁士立刻阻止手下屠城，并无条件地赦免了所有投降者。

在他的所有征服工作中，居鲁士始终倾向于保留被征服土地的原有政府，自己则作为这些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会留下一支合适的驻防军，从军事上控制当地。居鲁士要算是第一个从宏观上展示了如何巩固一个新帝国的征服者。

之后居鲁士又将其征服工作拓展到了里海东部的西徐亚。据说，他曾在查可萨提河（Jaxartes）上架桥，并在战船上建造箭塔，以逐退对岸的野蛮人，从而使他的军队得以渡河。

按照传说，河对岸的马萨革太人（Massagetae）诚实、忠诚、独立且好战。他们起先试图与居鲁士谈判，劝说对方不要入侵他们。失败后，马萨革太人又提出，要么自己向后撤退三天的路程，等待居鲁士过河与自己决战；要么居鲁士向后撤退三天的路程，等待自己过河与他决战。居鲁士决定选择前者，他渡过查可萨提河，向前行军三天后宿营，并在当地分发大批的食物、美酒和波斯奢侈品。不过在那之后，他在营地中留下一支后卫部队后便假装撤退了。马萨革太人很轻易地击退了这支后卫，占领了营地，开始享受其中的奢侈品。与此同时，居鲁士隐蔽而快速地回到了营地，奇袭了仍在欢庆的马萨革太人，将他们击得粉碎。这个传说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彼时的将军们完全可以遂行如此大规模的诡计，而居鲁士这一次的诡计与我们现代战争中的诡计在原则上也并没有太多区别。据说，居鲁士不久之后即死在了与马萨革太人的另一次会战中，而他的军队也被全歼了。

叙斯塔斯佩斯（Hystaspes）之子大流士（DariusⅠ，公元前521年至公元前485年在位）继承居鲁士成为波斯帝国的巩固者。由于他作为国王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因此他的军事才能完全被他的政绩所掩盖了。在大流士的军事行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多瑙河（Danube）以北的欧洲西徐亚人发动的远征。他曾在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上架桥（也有说法认为是希腊人芒德罗克列斯替他建造的浮桥），将舰队从爱琴海（Aegean）带到多瑙河，之后又在多瑙河上架桥，继续前进。毫无疑问，这两座桥都是将船只连接起来建成的浮桥。大流士的兵力据说多达70万人，一路进军至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Dniester）之间的草原上。为抵抗大流士规模巨大的入侵，野蛮人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防御技巧。可能没有哪个野蛮民族实施过比之更有效的战略。这些野蛮人善于骑射，勇敢善战。他们拒绝与波斯人进行会战，转而采取游击的办法骚扰波斯军侧翼，始终威胁着波斯人的后方和退却线。他们无数次试图夺取多瑙河上的浮桥。另外，他们还毁掉了庄稼，填上了泉眼。这些行动并非他们一时头脑发热所为，反倒体现了他们的谋略。他们并没有彻底摧毁某个地区而使波斯人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希望诱敌深入。他们撤退到与自己关系冷淡的部落的领地上，这样一来，当波斯人紧跟着也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些部落就会因战争所累而被迫成为他们的盟友了。西徐亚人在撤退时将自己分成三个部分，按三条离心线路撤退，引诱波斯人分散追击，以免大流士得偿所愿地将他们引入会战，一击决胜。这些计策最终在几周内便耗尽了波斯大军的精力，迫使波斯大王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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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对西徐亚的远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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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徐亚武士



对大流士而言幸运的是，被他留下来守卫浮桥的希腊人
(4)

 保持了忠诚。当时身在波斯军中的米太亚德（Miltiades）曾建议这些希腊人拆毁浮桥，将波斯人全部葬送。不过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大部分希腊人接受——要等到马拉松会战（The Battle of Marathon），米太亚德才与波斯人做总决算。野蛮人对波斯后卫的追击相当激烈，持续有效地干扰大流士的撤退，迫使他不得不使用诡计，通过一次出人意料的夜间行军才摆脱了追击。为此大流士甚至把所有老弱残兵、非战斗人员以及行李纵队留了下来。这样一来，当西徐亚人看到波斯的营火，听到驮兽的叫声时，便认为波斯人仍在营地中。这样的计策虽然残酷
(5)

 ，但在当时绝非罕见。

当西徐亚人发现大流士已经撤退之后，便立刻沿最短路线赶往浮桥，试图在大流士抵达之前将其摧毁。而大流士由于不熟悉道路，在沿着一条远路撤退。由于西徐亚人已经劝说过希腊人摧毁桥梁——事实上，这些希腊人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已经在多瑙河北岸占据了阵地——因此这些野蛮人相信自己能截下撤退的波斯人。不过大流士还是幸运地保住了浮桥和交通线，将部队安全撤到了多瑙河南岸。到了此时，他已经在70天的征战中损失了多达8万人。这次战役与后来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非常相似，只不过拿破仑失败绝非因为准备不周，西徐亚人的聪明战略倒与俄国人的非常相似。相比之下，大流士对他所面对的问题却缺乏认识，一心认为仅凭数量优势即可赢得任何战争。他没有对军队的给养做任何特殊准备，面对西徐亚人的游击战也束手无策。虽然大流士在这次远征中遭到失败，但他还是成功征服了色雷斯（Thrace），并将波斯帝国的东疆延伸到了印度河。即使有着这些失败，他也还是得到了名将的声望，装点在他作为明君那更伟大的声望之上。



————————————————————


(1)
 亚述国王。


(2)
 直到19世纪，由于给养和天气原因，军队通常都很少在冬天作战。此时民兵将暂时被遣散回家，常备军则留在城市或冬营中过冬。


(3)
 事实上居鲁士的这一部署即为用重步兵、战车、箭塔作为移动的城墙，其整个军队便是一个设防阵地，而内部的骑兵和步兵则可以随时从“城门”，也就是行列的空当之中冲出。


(4)
 这些希腊人主要来自色雷斯以及爱琴海东岸的波斯领土。


(5)
 即将所有非战斗人员留下供野蛮人蹂躏。



第六章　公元前5世纪的各国军队

波斯

由居鲁士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在叙斯塔斯佩斯之子大流士的统治下首次建立起完整的军事体系。这位国王将整个帝国分为20个省区，各省总督仅保留民事权力，当地的军事长官则由他本人任命，并只向他效忠。各省区驻军由当地税收供养。波斯军队分为常备军和驻防军两种。其中前者以千人为单位驻扎在帝国边境或贯穿全国的驿道上。这些常备军要接受非常严格的检查，每年还要被集合起来进行一次大阅兵。整个帝国也被分为不同的军区，各军区中央设有军队集结点。驻防军平时被分散开来保护城市和要塞，也无须每年接受检阅。虽然两者在细节上有相似之处，但驻防军的组织形式与常备军大相径庭。

戍卫波斯宫廷的是几支人数为1万人的部队。最高贵、最勇敢的波斯人会被编入一支时刻保持1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不死军（Immortal），他们在全体波斯陆军中的地位也最高。地位仅次于他们的是一支与之类似的米底部队。各总督、高级将领也会拥有自己的近卫军，由其本人自行编组和供养。

与犹太人相同，波斯的全体人口也被按照十、百、千、万的结构进行划分。如此一来，当战争爆发时，可以快速有效地从人口中征召新部队或增援部队。招募起来的新兵通常会由当地的大地主指挥，以保持其民族性。有时，如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或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时，波斯还会进行全国总动员，而每个省份需要提供的人员、物资、马匹、船只等则由国王本人决定。希罗多德曾夸张而有趣地记载，在入侵希腊的过程中，薛西斯在色雷斯检阅的部队包含了多达56个部落和民族。

波斯士兵没有军饷。他们服役时的给养也只能就地取食。这就导致当波斯军队从某一地区经过后，当地的粮食就会像遭遇蝗灾一样被吃得一干二净。

波斯军队的军阶和指挥关系十分明确。千夫长（Chiliarch）负责指挥1000人，万夫长（Myriarch）负责指挥1万人，二者都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和荣誉。比二者更高的指挥官全由国王的亲族或宠臣担任。尽管波斯人后来因奢华生活而变得不再好战，但最初他们也曾是简朴、英勇的战士，也接受了非常出色的军事训练。早期的波斯军队，只有凝聚力稍显不足这一个缺点。不过到了薛西斯一世的时代结束（公元前465年）后，情况便急转直下了。贵族们流连于后宫之中，很少再亲自上阵领兵。越来越多的佣兵加入波斯军中，其中最有优秀的佣兵甚至成了帝国安全的支柱。当他们发现佣兵非常容易招募时，这种“省力”的军事体系快便速膨胀起来。亚洲人和希腊人都被招募进了波斯军队，前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后者却构成了军队的脊梁。受雇的希腊方阵步兵每人每月可得到一枚达克特金币（Ducat），相当于4至5美元
(1)

 。除此以外，他们可能还会另外得到一份相同价值的补助来购买给养。

随着各地总督变得独立性越来越强，并逐渐掌握了辖区的军事权、行政权，波斯王室的中央军事权力就相应变得虚弱了。不久之后，总督们就变成了半独立的君王。他们摄取了大部分原先属于波斯大王的权力，仅仅在名义上依然服从于波斯国王。不过国王本人仍保留着集结全国军队的权力。因此在希波战争时期，波斯军队的绝大部分依照国王的命令，在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埃及集结。

骑兵是亚洲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而这也正是东方人一向所擅长的。在当时的东方，与今天相差不多，马匹与人类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骑兵也成为他们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波斯帝国中，最优秀的骑兵是波斯族骑兵，其次是小亚细亚的米底人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游牧部落则组成了出色的轻骑兵，与今天的哥萨克人非常相似。

与骑兵相比，波斯步兵数量虽然庞大得多，但素质却并不那么出色。包括投石手、标枪手、弓箭手在内的轻装部队数量极多，但纪律涣散。希腊佣兵则组成了最坚实的重装部队。人数最多时，曾有多达5万名希腊佣兵服役于波斯军队。波斯本族步兵的组织方式与希腊佣兵相似，其中一部分人还拥有非常精良的装备，他们身着全套铠甲，使用最精良的武器。战车（无论有无镰刀）在波斯军队中依然流行，骑骆驼的弓箭手和标枪手也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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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近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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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军官



自居鲁士之后，波斯人的战术发展便陷入了停滞。军队在战场上的组织和纪律也一落千丈。他们在行军时毫无秩序。宿营时，则会选择在水源和放牧地附近，用辎重车、路障或土墙（有时他们还会把盾牌覆盖在土墙上）环绕营地。高级将领们拥有营帐；普通士兵只有在永备营地里才拥有棚屋，在日常营地中则只能露天而宿。凭借自己的勇气，波斯人在会战中通常会直接冲向对方，而不会采用任何计策或者战术机动。他们通常会将战场选在开阔的平原上，以尽量发挥他们在数量，尤其是骑兵和战车等方面的优势。波斯军队会列成一条漫长的战线以尝试包围对方，骑兵部署在两翼，战车则列在全军前方。中央是全军的荣誉位置，国王本人及其近卫军即位于这里，其两侧是排成厚重四方阵（深度通常是30排，有时也会达到100排）的精锐部队，轻装部队则被部署在这些部队四周或者重装部队之间的空当中。当国王一声令下，全军都会随着开战信号向前涌动。波斯军队中并不缺乏英勇的战士，甚至于几代希腊人都不敢面对波斯大军。但这支大军由于缺乏凝聚力和纪律而难以控制，遭到打击后便会迅速失去秩序。一旦遭到失败，波斯军队会因为缺乏重新集结起来抵抗追击的能力而损失惨重，通常会作鸟兽散。战车、骑兵及巨大的步兵四方阵只能在平原上使用，他们一旦进入山地，很容易因为遭到对方攻击而完全丧失秩序。

波斯人对围攻战术一无所知，只会依靠诡计、贿赂占领城市，极少数情况下也会通过强攻得手。对波斯人而言，围攻仍然需要花费极为漫长的时间。

波斯人的战术在征讨野蛮人时能够取得成功，但在面对山地部落时，波斯人总是会遭遇巨大的麻烦，他们也无法抵挡希腊文明人的纪律。

作为宣战手段，波斯人习惯于派出使者，向对方索取象征着臣服的土和水。

希腊

直到普拉蒂亚会战（The Battle of Plataea，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在军队组织上都没有太大变化。从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些奴隶开始被用作作战部队。希波战争期间，第一支常备军也出现了。当时各希腊城邦同意共同维持一支拥有1万名步兵、1000名骑兵以及100艘战舰的常备军。而希腊与其他国家交战时，所需部队要比以往更多。因此除长期以来拥有希腊保护者荣誉的公民阶级以外，大量的自由人、奴隶，尤其是雇佣部队也被编入军队。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它的巅峰时代（公元前465年至公元前429年）曾大量使用佣兵部队，而其余希腊城邦也很快效法。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公民都会接受全面的军事训练。但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重创了希腊的人口和土地，并让他们熟悉了为金钱而战的味道。伯里克利（Pericles）第一个认清了必须向部队支付军饷，因为此时雅典已经没有土地可供重步兵维持生计了。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希腊佣兵为了金钱前往亚洲服役了；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无论是东方的王子、总督，还是迦太基（Carthage），抑或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轻易雇佣到大批希腊佣兵。从这种为军饷而在国外服役的雇佣方式出现起，佣兵们不久便腐化到了只为出价更高那一方而战的程度。佣兵们的日饷在5到20美分之间。最优秀的希腊人现在将战争当作了职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到国外作战，导致国内仅剩下次等兵源，就连希腊城邦自己也不得不使用佣兵。中上等公民也不再愿意服役，而是花钱雇人替代他们，使已经逐渐成为常备军的军队里充斥着劣等士兵。所幸大部分希腊城邦保留了一支精锐的核心部队，尽管人数不多，但却是整个军队中的催化剂。如底比斯圣团（或称爱人团）
(2)

 ，团员被感情纽带和对城邦的忠诚凝聚在一起，虽然仅有300人，但经常在作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拯救底比斯。即使在喀罗尼亚会战（The Battle of Chaeronea）中最终全军覆没时，他们也不曾退让一步，每一个人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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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全副盔甲的希腊弓箭手



尽管希腊军队正在走向衰落，但教授数学和当时那些战争艺术的学校，以及体育锻炼体系仍在迅猛发展。希腊从不缺少将才。只是因为自由人和普通公民的堕落，以及佣兵的普遍使用，才使希腊共和城邦失去了它们的脊梁。

重步兵依然是军队中最重要的部队，也只有他们才被视作战士。重步兵的装备与先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盾牌从4英尺高缩减到了2.5英尺，而长矛却从10英尺增加到了马其顿萨里沙长矛（Sarissa）的21英尺或24英尺。轻步兵仍然担负着保护重步兵和拉开会战序幕的任务。克里特、罗德岛、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埃伊那岛（Aegina）和亚该亚（Achaia）提供了最好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与过去一样，轻步兵仍然来自穷人阶级，装备糟糕且不受重视。直到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改善了他们的纪律和装备，并证实了他们在战场上的价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伊菲克拉特斯创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他们装备着精良的短矛、轻而优质的亚麻铠甲、一个小圆盾，并因后者而被称为轻盾兵（Peltast）。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轻盾兵既拥有轻步兵的快捷，又具有重步兵的坚韧。这支新军很快便证明了自己的作用，并因此被其他希腊城邦效法。在当时，红色或深红色是最受战士喜欢的战袍颜色。



	[image: ]

	[image: ]




	轻盾兵
	希腊重骑兵




希腊骑兵分为重骑兵（Cataphracti）和轻骑兵（Acrobolisti）两种。前者以双头长矛、刀剑或战斧作为武器，配有一块圆盾，人、马都配有全身铠甲。后者则仅有较轻的装甲，作战方式与游牧民族类似。在波斯入侵时，希腊骑兵的数量增加到了步兵的1/10，阿格西劳斯（Agesilaus）
(3)

 在小亚细亚作战时甚至曾将骑兵人数增加到了步兵的1/4。不过，总体而言希腊骑兵素质不高，即使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等名将也曾让他们发挥出不小的作用。毕竟，希腊人本身不是马背民族。

重步兵、轻步兵以及骑兵的数量比例并不固定。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在马拉松会战中，雅典人拥有1万名重步兵，轻步兵数量极少，骑兵则根本不存在。在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人拥有38700名重步兵、71300名轻步兵，同样没有骑兵。
(4)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一方有13000名重步兵、1600名轻步兵、1200名骑兵，另有守卫雅典的16000名重步兵。而狄奥多拉斯告诉我们说，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The Battle of Leuctra）中拥有6000名重步兵、1500名轻步兵、500名骑兵；而在曼丁尼亚会战（The Battle of Mantinea）中，他则拥有3万名轻重步兵以及30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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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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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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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刀剑



由于方阵在希波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希腊人从没有考虑过改变战斗队形，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进。伯罗奔尼撒战争正为这些改进提供了机会，使希腊人能够将天生的组织和操练才能发挥出来。从此时起，希腊军队不再以十进制作为编组基础，转而采用2的倍数作为数量标准组织部队。方阵排数很少会少于8排或多于16排，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4排的轻型阵型或24排的厚重队形。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和曼丁尼亚会战中曾使用过深达48排的纵队，但那已经很难被称作方阵了。通常而言，方阵的厚度为8排、12排或16排，色诺芬认为12排是最为常见的。指挥官只要从方阵中随意抽出几“列”，即可组成任何大小的单位或者支队。在战场上，指挥官位于部队最前方，另有数位士官或老兵负责保持行列的秩序。规模较大的方阵单位还拥有自己的军徽和号手，其指挥官身边有一到两名传令官。由于方阵在行军时会以右翼领先，且指挥官也站在整个方阵最右侧，因此右翼被称为“头部”，左翼被称为“尾部”。各大方阵之间也留有空隙，以便轻步兵能够在方阵前后移动。希腊人拥有很多种战术阵型，如左翼或右翼拖后，以及各种纵队或楔形队形，其中纵队进攻正是从楔形进攻发展而来的。在前进时，方阵步兵会依照笛声调整步伐。对于使用12英尺长矛的方阵而言，步伐整齐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方阵能够保持自己的阵型，方阵步兵便只需要使用长矛这一种武器作战。方阵前方的几排士兵将长矛放平伸出，后排则将长矛倚靠在前方士兵的肩膀上以阻挡矢石，或者将长矛垂直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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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牌的握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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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萨利菱形阵



轻步兵、轻盾兵和骑兵的组织和部署方式很多。轻步兵从不会组成密集队形作战，而轻盾兵却经常如此。骑兵的队形虽然没有太大改进，但希腊人也认识到，对骑兵而言，过大的队形深度（如斯巴达人先前那样）毫无意义。他们将骑兵中队的深度减少到4排，正面宽度则有所增加。如果某些情况下骑兵中队不得不排成超过4排的深度，那也仅有前4排会参与实际冲锋，其余则被留作预备队。相比于方阵单位，各骑兵中队之间的空当要更大一些。色雷斯、色萨利等半游牧民族的骑兵则更愿意采用楔形、长斜方形（Rhomboid）或菱形（Lozenge）等队形进行冲锋。

作为全军核心，方阵会占据阵线的中央位置，轻步兵可以按照需要被部署在方阵前、后、两翼，甚至各方阵之间的空隙中，或用来保护方阵的正面和侧翼，或越过方阵头顶向对方发射矢石。一些小规模的轻步兵经常会伴随骑兵行动，他们迅捷的行动也总是能够跟上骑兵的速度。轻步兵的职责包括掩护方阵、巡逻营地、占领高地、清理障碍物、首先接敌、伴随骑兵追击逃敌，以及掩护撤退。轻盾兵在会战时通常会被部署在方阵两侧。骑兵位于全军的两翼或集中在一翼上。其中轻骑兵用于小规模战斗，重骑兵则留待决定性一击使用。

方阵的优势在于凝聚力和重量。如果方阵在平原上从较近的距离发动进攻（或任何能够保持阵型严整的情况下），其冲击将非常难阻挡，而利用进攻来突破方阵更是完全不可能。在上述情况中，方阵的弱点只存在于侧翼和背后。不过一旦到了崎岖不平的地形上，又或者方阵在进攻时要前进很远的距离，其密集队形就会出现裂缝。如果敌军有能力将部队投入到这些裂缝当中，那么便可以将方阵摧毁。由于方阵只有一条战线，因此它没有能力挽回一场败仗。位于方阵后排的重步兵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因为他们已经在前进和战斗的过程中耗尽了体力，一旦战线发生崩溃，他们也将成为溃败的一部分；冲击力差、没有装备白刃战武器的轻步兵也无法挽回方阵的溃败；而似乎拥有这种能力的轻盾兵却从未被希腊人如此使用过。对当时的希腊人而言，预备队只是用来替换某个士兵个体的，而非一种战术力量。

由于方阵擅长以密集队形进行防御或从短距离发动攻击，因此希腊人的战争也显得倾向于防御性战略。不过也有可能正是从希腊人的防御性战略中诞生了方阵的概念。

希腊军队通常规模比较小，行李纵列也比较有限。按照惯例，希腊军队在行军时只会组成一个纵队，以战斗序列的右翼在前。这样一来，纵队最前方便是在会战中担任侧卫的轻步兵，其后是右翼的骑兵和轻盾兵，接下来便是方阵。辎重车、驮兽组成的行李纵列位于方阵后方，再后则是左翼的轻盾兵和骑兵，左翼的轻步兵位于纵队末尾。得益于较小的行李纵列和较少的人数，希腊军队能够，也经常进行快速行军，有时甚至还能在强行军之后立刻投入战斗而无须休整。希腊军队的平均行军速度为每天15英里。但斯巴达人在前往马拉松时，曾在三天内行军150英里，并做好了抵达后立刻投入战斗的准备，只不过他们还是迟到了。希腊人对行军技巧远不如对会战那样了解，他们在行军过程中也总是漫不经心。不过一些希腊将军还是在行军时表现出高超的智慧。总体而言，他们对路途上的情况并不像对战场上的情况那样在意。

希腊人在会战中会采取以下几种序列：

1．平行序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面对面地向对方前进，以便全线都能够在同一时刻与对方接战。这种序列的好处在于全线都拥有相等的实力；缺点则是有可能会被对方集中于某一点上的精兵或更大数量的部队突破，而且如果己方战线比对方要短的话，那么可能会被对方从两翼包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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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序列



2．加强一翼或两翼的平行序列。这种情况下，军队一翼的前部由别处抽调的一列士兵或一个纵队加强，全军采取平行或斜形序列前进，位置较为靠后的（抽调后的）剩余部队则由轻装部队加以掩护。采用这一序列的目的在于摧毁、包围对方的一翼，或将其赶向中央以使对方发生混乱。有时两翼都会得到加强，中央则相应拖后，而有时也会出现加强一翼或两翼的其他办法。这种序列的缺点则在于两翼和中央可能被对方切断，以致被敌军各个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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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翼加强的平行序列



3．斜形序列。简单形式的斜形序列只是平行序列因意外或地形原因而出现的一种变形。而复杂形式的斜形序列便要说是伊巴密浓达的发明了。在后一情况下，军队的一翼会得到加强，而这一翼也将首先与它对面的敌军一翼交战，或对其正面发动进攻，或打击它的侧翼。与此相对，另一翼要么停在原地，拒绝与对方交战，要么只缓步前进，使整个战线自然形成阶梯状队形，进而成为斜形序列。在伊巴密浓达手中，斜形序列成了会战战术最大的一次进步。其优势在于得到加强的一翼足以击溃对方侧翼并造成对方全军士气崩溃，而己方先前没加入战斗的中央和另一翼能够担任进一步打击或追击的任务。也许在所有的时代中，斜形序列都要算是最有效的战术之一。我们在后文介绍留克特拉会战时会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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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形式的斜形序列



其余所有战斗序列，都不过是上述三种序列的变种。在伊巴密浓达之前，所有的会战都是采用平行序列进行的。虽然这种平行序列在细节上已经臻于化境，但在战术上始终都不具有创造力。

此时希腊军队的军阶和指挥系统与先前并无不同。底比斯人拥有4到11名“玻俄提亚长官”（Boeotarch）轮流指挥部队，所有这些指挥官的任期均为一年。如前所述，在普拉蒂亚会战之前，希腊部队都不发放军饷。雅典是第一个为部队支付薪水的城邦。各城邦之间，军饷存在差异。平均而言，一位步兵每月能得到10德拉克马（Drachma，约2美元）。依据级别，骑兵会得到双倍、三倍甚至四倍于此的报酬。军官的军饷是士兵的两倍到五倍。修昔底德还记录说，部队能够得到和军饷一样多的补助用来购买补给。战争结束后，军饷也不再发放，只有骑兵仍能得到一些补助以在和平时期饲养战马，随时准备响应召唤。

希腊军队会在他们途经的土地上就地取食，其较小的军队规模也使这种办法施行起来并无困难。有时军队会在行李纵列中携带数日的口粮，或由运输船从海上将补给运到某个预定地点。只要有可能，沿海岸行军的部队将得到舰队支援。有时统帅会先将大部分给养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等待军队前去取用。

在他们的黄金时代，希腊人要比先前任何人都更能抵抗困苦。是否曾有人能像亚历山大的士兵那样不懈地行军？是否有哪次撤退能够比肩万人大撤退的艰苦环境？也许只有恺撒手下的罗马军团能够望其项背。现代士兵只在一个方面能够与他们比肩或者超越他们：在过去200年时间里，士兵承受的伤亡比先前多了很多，而他们仍然乐于作战，这在古代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凭借少量给养便能快速长途行军这一方面，希腊人是无法超越的。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军队在纪律方面的差别很大，反映了人民或者统帅的不同性格。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几乎所有希腊部队的纪律性和荣誉感仍然非常强。军事上的违纪行为会受到严厉处罚，最严重者会被处以死刑，或受到公开羞辱（对希腊人而言，这甚至比死刑更可怕）。相应的，对杰出表现的奖励也非常优厚。只要在战场上表现勇敢，即使是最普通的公民也能出人头地。赢得胜利的将领则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不过重奖很少会出现。米太亚德只因并非独力赢得会战，便没有获得佩戴桂冠的荣誉。在希腊人中，军队本身才是最受赞誉的，将领只能退居其次。战利品会被大量分发给士兵和将领，其中也包括战俘——胜利者可以向他们索要巨额赎金，也可以将他们卖为奴隶。胜利者会在战场上修建纪念碑，或者将缴获的武器堆在一起，或者将武器挂在高大的柱子上，并勒碑记录事件经过，以纪念胜利。有时全希腊都会一同为某一城邦的功绩进行纪念，如纪念雅典人在马拉松之战的胜利，或是因普拉蒂亚会战的胜利而在当地一同庆贺。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人失去了他们的优良素质，战斗精神也一落千丈。混乱、兵变时有发生。将领们不得不依靠巨款来维持部队的忠诚，对下流、可耻行径的严惩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希腊人的战斗素质愈发低下。这些也都是内战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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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纪念碑
	在战斗中获胜的希腊士兵




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使者都是受到一致尊敬和保护的。通常，会由使者通过对某种行为提出赔偿要求或抗议来向对方宣战。如果对方拒绝自己提出的要求，使者便将一根带血的长矛和一根火把掷到对方领土上，以此向对方宣战，威胁将以火和剑来报复对方。在战争爆发以及进行会战之前，双方都会进行冗长烦琐的宗教仪式，向众神献祭。事实上，这些仪式的真正目的在于让部队能够对将领具有迷信般的信心。如果牺牲显示出吉兆，军队的士气就会提高，士兵们吃过便饭之后，高唱军歌，伴随着笛声排成战斗序列，开赴战场。当方阵接近敌军之后，通常会大声呐喊振奋士气。在特定情况下，方阵也会受命安静地前进，以便能够听清将领的命令，直到接敌前的一刻，才开始呐喊，并用长矛和盾牌互相碰撞以壮声威。希腊人本身是一个非常健谈，甚至有点喋喋不休的民族，但在严格的纪律下，他们也能保持惊人的安静。作为战士，希腊人是安静而具有决心的。

按照当时的希腊宗教规定，所有战死者都必须得到掩埋。因此战后双方通常都会休战。由于担心自己没有掩埋尸体而激怒众神，不少胜利者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战果。只有胜利者才能在战场上自由地建立纪念碑并掩埋尸体。失败者则只能恳求对方允许自己掩埋己方的尸体。因此提出这种请求也被视为是承认失败。阵亡将士的遗体或骨灰会被送回家乡，在庄严的仪式中下葬。

在某些方面，希腊人也是非常野蛮的。作为惯例，俘虏中的男性都会遭到屠杀，女人和孩子则被卖为奴隶。而妇孺遭到屠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失败的敌军将被全数消灭，或被折磨致死，或被投入完全不适合的、非人的劳作中。希腊人并不认为自己应为上述行径而遭受谴责。

希腊人不常为营地设防，而更愿意依赖地形来提供防御。士兵们通常会携带兽皮制造的帐篷和在恶劣天气中提供保护的毯子。有时这些毯子也会像长袍一样被当作防御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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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把长袍当作防盾的武士



希腊人的野战工事，或为了保护要地、港口与城市间的道路（如雅典与比雷埃夫斯港之间的道路）而修建的防线，都是由土墙加上壕沟、栅栏、堤坝、鹿砦或石头筑成的。公元前429年，斯巴达人在围攻普拉蒂亚时建造了坚固复杂的双层城墙，但像这样精心建造的工事并不常见。

师从东方国家，希腊城市通常会有高大石墙提供保护。这些城墙的转折处设有石制箭塔，沿着城墙顶部还会有一条道路，外侧由附加的胸墙保护。胸墙本身为齿形结构或设有箭眼，以便向城外发射矢石。城墙外设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或护城河，内部也会在最适合防御的地方建有一个或多个卫城。卫城在形式上与外墙相差不多，但更为坚固。在雅典，卫城被称为阿克罗波利斯（Acropolis），在底比斯则被称为卡德米亚（Cadmaea）。

只要有可能，希腊人总会尝试用诡计来攻克设防城市。若将领选择强攻，轻装部队便将利用矢石将守军驱离城墙，一部分精选的重步兵则会利用攻城梯或由他人高举的互相连接的盾牌来登上城墙，或是尝试从城门攻入城内。围攻者会绕着城市修建一圈城墙以封锁对方，有时还会在外侧合适的距离上再修建一道城墙，以阻挡对方援军。在正常的围攻战中，进攻方会首先在城外以合适的间隔修建一系列营地，并修建工事将营地连接起来；在那之后，围攻者会使用巨弩和抛石机将守军驱离城墙，他们还会建造通向城墙的掩蔽通道，同时建造巨型的土丘压制城墙，并填塞城外的壕沟。一旦攻方能够在有掩护的情况下接近城墙，他们便会用挖掘地道或使用攻城锤的方式来打破城墙。只要能够在城墙上打开缺口，进攻方便会从缺口处向城内发动进攻。不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希腊人似乎并不懂得使用巨弩或抛石机。巨弩（相当于加农炮）是一种巨大的弓箭，能够将10到300磅的长枪射出半英里多。抛石机（相当于臼炮）能将巨石、矢石或其他任何可以抛出的重物准确抛出相当可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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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掩体



攻城锤最初只是一根装有铁头的树干，完全由人力托举使用，直到后来才通过绳索或链条安装在厚重的梁架上。通常情况下，攻城锤都会被安装在带掩护结构的轮车上，使用时由人借助杠杆缓慢向前推动，攻击城墙时也同样由人力拉动绳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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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攻城锤



地道通常会在离城墙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始挖掘，并一路挖到城墙下方，其内部由木梁支撑。进攻者会在城墙下方挖开的空间中填满引火材料并将其点燃，让大火和高温摧垮地基及其上方的城墙。

作为一种比土丘更容易建造的攻城设备，拥有数层结构的高大、可移动攻城塔同样能够压制城墙上的守军。它们通常会在守军弓箭射程以外的地方建造，并由人力逐步推进，其下层经常会携带攻城锤。

被围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他们会建造木质的掩体来抵挡对方的矢石，将对方强攻部队的云梯推倒，向进攻者倾倒热水、热油、沥青，或是从城墙上向下投掷巨石。为摧毁敌军的攻城武器、重建交通线或逃出包围圈，守军也会向城外发动突击。他们还会建造半圆形的新墙来封堵城墙上的缺口，或是挖掘地道来破坏攻方的地道，又或者利用弓箭、巨弩以及其他类似武器射出火箭、火罐来摧毁对方的攻城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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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城墙缺口的示意图



围攻战极为消耗人力。而由于失陷往往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被屠杀或卖为奴隶，守军总是会拼死挣扎。围攻战双方很少能够达成有条件的投降协议，即使达成协议，进攻者也经常在入城后便将其撕毁。这样一来，围攻战就变得旷日持久，其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也极大。

在古代希腊战争中，很少会有人信守承诺，任何承诺都是不可信的。只有使节是不可侵犯的，但并非绝不会被侵犯。

舰队

与今天相比，当时海战与陆战之间的区别要小很多。所有希腊士兵都可以被当作水兵，所有的陆军将领也都是舰队司令。

在传说的英雄时代，舰队只是海盗用来抢劫的工具。当商业有所发展之后，海盗逐渐减少。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的时代，希腊海军处在自己的巅峰期。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创造了雅典海军，而围攻叙拉古（Syracuse）失败之前，雅典始终主宰着希腊的海洋。在希腊人的战争中，舰队经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腊的海岸线形状复杂且暗礁密集，再加上时常发生来势突然的风暴，导致希腊人只能使用较小型的船只作战。当时的战舰以划桨作为主要动力，风帆则只是一种辅助推进手段。这些战舰体型修长，吃水很浅，甲板下安装有一排到三排甚至更多的划桨。除用于容纳划桨手和士兵以外，舰上的剩余空间十分狭小，因此难以携带太多食物和饮水，只能靠近海岸行动或让运输舰步步紧随。通常而言，舰队每晚都会上岸宿营。
(5)

 一旦遭遇风暴，当时的战舰便很可能会倾覆沉没，舰队也可能因此分崩离析。与战舰不同，当时的运输船和商船会更多地使用风帆而非划桨，其舰型则与澡盆非常相似。正因为如此，运输船、商船也被称为“圆船”，战舰则被称为“长船”，二者皆由外形而得名。

在希腊城邦中，等级较高的公民都更愿意作为重步兵或骑兵服役，只有低等公民、自由人或奴隶才会进入舰队服役。不过在危急时刻，也会有大量步兵登上战舰。在船上作战的技艺也很容易掌握。三列桨战舰拥有100至150具甚至更多的划桨，可以搭载40至50名或更多重步兵。当时的海战场常爆发于海岸附近。舰队本身的机动性非常优秀，很容易进行调动。在战斗中，只要彼此的划桨不会搅在一起，各舰就会尽可能互相贴近。冲撞对方舰体中部是最有效的攻击手段，所有希腊战舰也都为此装备了铁质或铜质的冲角。一旦某艘战舰的船舵损坏，它便只能任由对方宰割。海战通常都会演变为接舷战，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和划桨手都会参加到搏斗之中。

当时的海战战术与陆战几乎相同。舰队和陆军之间也非常乐于互相支援，甚至会分享人力和机械。举例而言，舰上的人员可以在海岸登陆参加陆战，而在围攻海岸城市时，海陆两军也经常协同作战。

斯巴达

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斯巴达依然维持着与吕库古时期几乎相同的军事制度。仅在与雅典之间的对抗要求斯巴达必须建立一支舰队时，吕库古的法律才有所松动，否则他们便永远不可能压倒竞争对手。当与富裕的雅典爆发战争后，斯巴达变得需要黄金来维持战争。可金钱进入斯巴达之后，很快就使他们原有的质朴荡然无存。在那之后，各种前所未见的改变开始浮出水面。斯巴达陆军不再完全由公民组成，拉柯尼亚人、自由人、希洛人和雇佣军大量存在于军队中。全斯巴达的自由人口依据年龄被分为五个等级，在战时依照长官团的命令各自提供相应的人数作战。在留克特拉会战时，克里奥布罗塔斯（Cleombrotus）国王手下所有的公民士兵都在20至35岁之间。在输掉了这场会战之后，所有40岁以下的公民都被征召入伍。进入军队服役的自由人逐渐增加，到阿格西劳斯远征亚洲时，其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人。希洛人则只在危急时刻（如曼丁尼亚会战前）才会被征召入伍。国王虽然仍然握有军队的指挥权，但却越来越多地受长官团节制。后者是军队中真正的掌权者，有时甚至会解除国王的指挥权。到公元前5世纪为止，斯巴达没有给除希洛人和雇佣兵以外的军人发放军饷，不过国王及其随从的开销还是由国家承担的。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斯巴达人仍然以分发战利品的方式来奖赏军队，同时对违纪行为保持着严厉惩罚，例如死刑和剥夺名誉。斯巴达人会将一些罪犯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剃掉他们一边的头发和胡须，而且斯巴达人禁止将懦夫下葬。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的军纪开始衰败，政府经常被迫依靠巨额赏金来维持军队对上级的服从，而这在先前只不过是理所当然之事。

与早年相同，斯巴达公民仍然会以重步兵的身份参战。五个等级各自派出一个或更多的重步兵团，每个团人数在500人至1000人之间。每位重步兵手下都会有至少一名轻步兵以及数名希洛人听候调遣。轻装部队则由拉柯尼亚人、自由人组成，有时其中还会有一部分希洛人。他们的人数倒逐渐变得十分庞大。在普拉蒂亚会战中，其人数达到了公民的7倍之多。
(6)



骑兵仍然十分糟糕。只有那些不符合重步兵标准的公民才会进入骑兵部队，所担负的任务通常也只是侦察和巡逻。只有在阿格西劳斯的统治下，斯巴达的骑兵才在数量和效率上得到了改进。其手下有一个团或中队的骑兵，从盛产马匹的锡西鲁斯（Scirus）周边征召而来。这些骑兵的素质要明显高于普通斯巴达骑兵，因此也经常在会战中被投入使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决定了会战胜负。另外，在阿格西劳斯的军中还有300名由长官团亲自挑选的精锐骑士。此时的斯巴达骑兵在冲锋时会采用4排纵深的队形，与先前的8排相比，要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了。

斯巴达重步兵在战斗时会排成8到12排的方阵，伴随笛声，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其战斗方式虽然简单，但却总是能够取胜。尽管如此，由于斯巴达人蔑视艺术和科学，他们始终没有为战争艺术的发展做出过任何实质贡献。在斯巴达人眼中，决定战争胜负的只有勇气和队形细节。他们在会战中使用的战术和早期希腊军队无异，楔形、钳形以及其他类似队形只被当作操练手段局限在操练场上，并不会在战场上出现。

雅典

在为自己带来了巨大荣誉的马拉松会战之后，雅典的权力迅速崛起，而其民主政治也为军队带来了一些变化。20至40岁的所有男性公民虽然仍负有兵役义务，但被允许花钱雇人来替他们服役。从此时起，越来越多的雅典公民开始逃避兵役。军队中充斥着外乡人、自由人甚至奴隶（后者大多在舰队中服役），同盟国、仆从国部队以及佣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逐渐增加。雅典的军队数量庞大（尤其是海军），在它的鼎盛时期，其领袖、公民和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爱国且出色。

在战时，雅典的每个部族（Phyle）都会通过选举或抽签选出一位将军来参与军队指挥。这样的将军共计10位。他们的任期以一年为限，任期结束后还要向人民汇报他在这一年的所作所为。这些将军经常连任，福基翁（Phocion）
(7)

 连续多次担任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
(8)

 也曾长期连任。在个性上既不知感恩，也不理性的雅典人民如果对某位将军不满，这位将军便要缴纳一笔罚款，若不能缴纳，将军本人以及他的孩子就要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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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军队统帅



在这套体系中，雅典人很少能真正选举出合适的将军，不停更换的将领以及将领之间的不和经常使雅典军队的领导层混乱不堪，进而无法取得重大胜利。后来，雅典人终于认清了这一问题，开始将大部分将军留在国内负责后勤和行政工作。国内与前线将领的联系由一位名誉总司令负责，而他也负责主持战争议会。除此以外，这位总司令还在军队中担负另外一些任务，并在会战中指挥军队的一翼（通常是右翼）。在危及国家存亡的时刻，人民也会推举最受尊敬的将军或者公民担任真正的全军总司令，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亚西比德（Alcibiades）
(9)

 便担任过这一职务。在10位将军之下，雅典军队中还拥有10名分队长（Taxiarch），他们类似于副官，也负责指挥相应的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主持补给、宿营、行军序列、武器调配等后勤工作。最后，每位将军都会有至少一位直属的使节。

雅典对军人的赏罚与其余城邦基本一致。没有合适理由而逃避兵役的人会被套上一件女人的衣服示众，懦夫被禁止参与宗教仪式和一切公众活动。违纪者会被禁止结婚，还会被当众羞辱，甚至他们的家人也会与外人一起羞辱他们，而他们自己不能对此有任何抱怨。

由于雅典人在生活上要比其余城邦更为奢华，他们的军纪也最先开始涣散。雅典军队由10个团（Chiliarchia）组成，每个部落提供一个团，每团人数为1000人或更多，由一位团长（Chiliarch）指挥，其下还有营长和行长等中低级军官。每一位重步兵都拥有一位仆人负责在平时为他背负武器，战斗时仆人则会撤退到队列后方。骑兵方面，在波斯入侵之前，雅典仅有96名骑兵，后来才增加到1000人至1200人，大约相当于步兵的1/10。这些骑兵被分为两个骑兵团（Hipparchia），由两位团长（Hipparch）和十位部落骑兵长（Phylarch，由十个部落各自选出一人担任，相当于步兵的团长）指挥。只有最富裕、最优秀的公民才能进入骑兵服役。在成为骑兵之前，他们还要接受体能和财产方面的严格审查，以确保他们能够负担养马的费用。可即使如此，雅典的骑兵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准——雅典人擅长的是乘船，而不是乘马。

雅典人可以算是第一个使战争不再局限于单纯体能搏斗的民族。无论任何事物，只要有雅典人参与其中，他们的聪明才智就能对其加以改进，战争艺术也不例外。在战术、工事建造和围攻战方面，雅典人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他们在战争指导方面的进步还要更大，这都要得益于雅典人的精明性格。

在后面有关马其顿军事组织的章节里，我们还会对希腊军队进行更详细的描述。二者的军事系统非常相似，完全可以互相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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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重步兵
	希腊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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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军官





————————————————————


(1)
 19世纪末汇率。


(2)
 因底比斯人坚信只有相爱的人才会为对方战死，且不愿意在爱人面前丢脸，所以挑选了150对男同性恋者，编成了300人的精锐圣团。


(3)
 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360年），斯巴达国王，曾于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94年间远征小亚细亚，与波斯作战，但最后因希腊内乱被迫返回本土。


(4)
 关于普拉蒂亚会战中的轻步兵数量，很可能是将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随营奴隶等也计算在内了。


(5)
 绝大部分战舰也会被拖到岸上。


(6)
 一部分资料据此认为当时斯巴达8排的方阵只有第一排是公民，后面7人均是行长的仆人。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当时，轻装部队无论如何也不会与重步兵混编在一个方阵中。


(7)
 公元前402年至公元前318年，雅典政治家、将领。


(8)
 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468年，曾参加过马拉松会战和希波战争。


(9)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



第七章　米太亚德与马拉松会战（公元前490年）

大流士在远征西徐亚短短几年之后便对希腊发动了入侵，并最终在马拉松会战中遭遇失败。这也是我们所能找到的第一场详细、准确记录了大战术过程的会战。从这时起，指挥部队的艺术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很自然，会战战术的艺术要比战略层面的艺术出现得早，在马拉松会战的时代，战略仍是希腊人从未触及的方面。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很多伟大统帅在战略层面上的杰作，事实上都出现在战略艺术为世界所理解之前。

在马拉松会战中，米太亚德毫无疑问有着一个会战计划的观念。作为十位将军之一，虽然米太亚德在会战当天负责指挥军队，但将军们在是否要进行会战而举行投票时陷入了僵局。最终米太亚德不得不说服总司令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投票支持会战。就像很多伟大人物的乾坤一掷，米太亚德在这一天决定了雅典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这块距离玛卡里亚（Macaria）喷泉不远的战场，正是赫拉克勒斯、忒修斯（Theseus）书写他们神话的地方，也是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对希腊发动入侵的道路。虽然并无明确的历史记载，但米太亚德无疑也曾利用这些神话来激起所有士兵的勇气。要知道，直到此时，希腊人对波斯仍心怀恐惧，并不知道自己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在马拉松战场上，米太亚德手中拥有11000人，其中1000人是普拉蒂亚人。与他们相比，波斯的大提士（Datis）和阿尔塔费尼斯（Artaphernes）手中有着十倍于雅典人的部队。
(1)

 不过希腊人的盔甲更为厚重，纪律更好，也具有保卫国土的决心。波斯人的盔甲相对要更轻，尽管其军队中的上层阶级也同样英勇，但大部分士兵除畏惧上级惩罚以外就再无作战意志了。更重要的是，波斯士兵征集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因此并没有雅典人那样的凝聚力，一旦遭遇挫折便将无法挽回。不过希腊人此时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反而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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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平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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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战场上的希腊士兵



波斯人的阵线纵深非常大，从海岸向内陆延伸。他们的行李营地位于海岸附近，一部分舰只也被拖上了营地背后的海岸。在雅典军发动进攻时，部分波斯军队可能已经重新上船，准备绕道海路进攻雅典了。
(2)

 雅典营地设立在距波斯人约1英里的山坡上，两侧倚靠在自然障碍物上，正面由少量鹿砦和木栅栏保护。雅典人在营地里等待了9天，希望波斯人主动进攻。米太亚德认为只有主动进攻才能确保安全，卡利马科斯的赞成票使这一观点终于占据了上风。
(3)

 话虽如此，可一旦雅典军像米太亚德所希望的那样发动进攻，便要受到波斯骑兵威胁，若对方拥有出色的指挥官，雅典军侧翼甚至可能完全被对方骑兵摧毁。除此以外，米太亚德也深知在时机到来之后，己方必须以最快速度行动，争取奇袭敌军。由于手中的部队不够组成一条与波斯人宽度相当的正面，他被迫改变部队常用的队形。米太亚德削减了中央部分的纵深（可能是减少到了4排）以增加战线长度，同时两翼仍保持着通常的8排方阵。这样一来，在向波斯人推进的过程中，他也得以将侧翼倚靠在两条流向海湾的小溪上。

在那个时代，在会战中利用地形掩护极为罕见，米太亚德却展现出了一位优秀指挥官的必备能力——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

雅典军中央部分虽然人数少，但拥有优秀的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1000名普拉蒂亚人被部署在了全军最左侧。在一个米太亚德认为敌军戒备最为松散的时刻，他命令部队以上述序列向波斯人前进。虽然雅典人距离对方将近1英里远，但由于士兵训练有素，米太亚德能够以两倍于平时的速度前进。这样一来，即使己方在与对方接触时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混乱，也要远比缓慢前进，给对方骑兵充足时间投入战斗所面临的风险小。更重要的是，快速前进也能使方阵更快地穿过波斯弓箭手、投石手的火力网。看到己方队形仍然秩序良好，米太亚德又下令全军跑着向敌军的第一线发动进攻。后者在看到希腊人发动进攻后才仓促组织起来，而且已经被对方的英勇行动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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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会战前的战场态势示意图



米太亚德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不仅预料到了波斯人会使用骑兵来打击他的侧翼，也认清了进攻带来的士气优势。保持着8排纵深的两翼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里的波斯人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出色抵抗之后，被希腊人的长矛摧垮，再也无法重新集结起来。不过在中央，由于战线过分延长且力量薄弱，尽管同样英勇，却还是被波斯人和塞人逐退。在指挥官的出色领导下，这些希腊重步兵寸土必争，不过对方的数量过于庞大。慢慢地，他们开始被对方击退，一直退到山脚下的进攻发起处才重新组成阵线。他们在这里站住了脚跟，并给米太亚德带来了胜机。毫无疑问，他已经预见到在会战中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没有，他也依靠将领的天才抓住了这个机会。凭借真正的战术眼光，米太亚德抓住了正确时机，发出了事先预定好或平时便通用的信号，命令两翼击败当面的波斯部队后，在不打乱队形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密集队形向内旋转，打击之前击退了希腊中央军并猛烈追击的东方军队。这一出色的调动不仅立刻使敌军发生了恐慌，也将他们置于任由希腊方阵宰割的处境。位于前方的波斯军队在两面打击之下混乱地挤在一起，无法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反击，一些小规模的挣扎也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溃败很快便扩散到了波斯全军。希腊人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一直追击到了海岸上的波斯舰队附近。在这里，波斯人的抵抗仍然非常激烈，而他们也大批大批地被希腊人杀死。在会战中，总计有6400名波斯人被杀，而阵亡的希腊人仅有192人。面对着数量庞大且同样勇敢的敌军，希腊人依靠精妙的战术和严格的纪律赢得了这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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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会战中希腊人的机动示意图



希罗多德对马拉松会战并没有太多着墨，只是简单提及雅典人的中央被击败并受到敌人追击，而两翼则为他们赢得了会战。米太亚德在放任波斯人逃跑之后，将两个侧翼“连接”起来，击败了一度迫使雅典军中央后退的波斯军队。没有任何情况能比我们上面所述的会战过程更加符合希罗多德以及其他权威学者的描述——为了将两翼“连接”起来，希腊人必须先击败波斯的中央。而关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也很少存在异议。
(4)



至于古代会战中双方伤亡数字的巨大差异，虽然看似并不可信，但众所周知，后世如克雷西（Crécy）、阿金考特（Agincourt）等会战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当一支纪律优良的军队同纪律不佳的军队战斗时，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在丧失秩序后，往往会在被追击的过程中遭受惨重损失，甚至经常遭到全歼。

由于发现波斯舰队可能会驶向雅典城，米太亚德在会战后迅速赶回了雅典，确保了胜利的成果。因为马拉松会战，波斯人自然能猜到雅典城内空虚，并立刻起航向那里前进。好在米太亚德及时抵达，阻止了城市陷落。

与此同时，由于宗教禁止斯巴达人在满月前参与战争，因此他们出发支援雅典的时间过晚。即使经过连续3天、每天50英里的强行军，他们还是在雅典人赢得马拉松会战的第二天才抵达战场，只好在极度懊恼之下返回了斯巴达。

马拉松会战的胜利展示出，在伊巴密浓达创造斜形序列之前，对平行序列最杰出的运用，而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雅典人在这场会战最激烈的时刻，及时且准确地采取了最合理的行动。无论米太亚德是在会战前便已计划好了这一套战术机动，还是在会战过程中及时抓住了机会，他都应为此受到世人尊敬。

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马拉松会战，还是后面我们将要记叙的会战、战役，都绝非要记录下亚历山大之前一切值得提及的军事技艺。它们只是一些典型战例，用来说明战争艺术是如何逐渐发展的，以及亚历山大开始其军事生涯时战争艺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会忽略掉大批著名军事事件。



————————————————————


(1)
 约翰·富勒认为，由于波斯全军都是由海路而来，因此人数并不会超过2万人。如果真是如此，考虑到波斯军队的纵深要比希腊方阵大得多，米太亚德便无须故意将方阵中央的纵深减少到4排来延长战线即可获得与波斯人相当的宽度，因此富勒的说法事实上并不合理。波斯军队的规模无疑要比雅典人大得多，但10万人也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2)
 在马拉松会战时，雅典城内的波斯内应已经准备在波斯舰队抵达城下时开门迎降。为策应这些内应，波斯人准备派出舰队由海路直抵雅典，而由陆军在海岸上继续与雅典陆军对垒。这无疑要算是相当杰出的战略。


(3)
 事实上米太亚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若雅典人始终保持守势，波斯人便将获得充足时间对雅典城进行迂回。


(4)
 约翰·富勒认为，在米太亚德的故意安排下，会战中雅典人两翼的内旋是因为中央进攻受阻拖后，侧翼为避免与中央脱节而被“拉”向了内侧。整个大战术的观念与200年后汉尼拔的坎尼会战类似。这一情况绝非毫无道理，而且对于雅典人而言也要更为“安全”一些，但似乎过于理想化。在本书中，道奇所述的会战过程中，雅典军中央与左右两翼已经发生了脱节，如果波斯人能够像居鲁士在锡姆伯拉会战中那样，在雅典人完成内旋运动前攻击对方的空隙，便有可能打击在已经分裂为左、中、右三部分的方阵侧翼上。无论如何，道奇的描述更为贴近希罗多德的记载。而方阵在快速前进时彼此脱节，出现空洞的情况也十分常见，波斯人可能由于受到奇袭，从会战一开始便秩序混乱，再加上马拉松相对狭窄的地形，因此没能采取任何类似锡姆伯拉会战的行动。



第八章　布拉西达斯（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22年）

马拉松会战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战争艺术在缓慢但持续地进步着。在这个时代里，虽然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杰出将领，但那些能力稍差一些的将领却能够从前人或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中获得经验教训，从而将战争打造成了一套系统。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Battle of Salamis，公元前480年）之前，从地米斯托克利的远见卓识和镇定自若中诞生出最卓有成效的战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数次战役中，即使希腊人几乎全盘采取守势，我们也还是能偶尔找到值得学习之处。不过这些战役始终为人所忽视，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也并非一场大战。在这场持续了整整27年的战争中，仅出现了大约6场会战，而其中只有伊哥斯波塔米海战（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
(1)

 这一场决定性会战。希腊人在这场战争中更愿意消耗对方的国力，而不是流血。

[image: ]
公元前425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示意图



普拉蒂亚围攻战（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27年）之所以引人瞩目，原因在于这是古代第一场拥有详细记载的围攻战，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围攻战术。普拉蒂亚仅凭少数部队便阻挡了斯巴达人两年之久，这就使对这场围攻战的研究更为重要了。修昔底德说围攻者首先依靠一道木栅栏将普拉蒂亚环绕起来。当他们看到仍然无法取得成功之后，又转而决定彻底封锁普拉蒂亚，在城外建造了两条城墙，一条面向城镇，另一条面向城外，二者间距为16英尺。城墙上只有一些轮换部队驻防，主力部队则在城墙外宿营。由于两道城墙之间架起了用来抵御敌军火力和恶劣天气的屋顶，因此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道拥有双面胸墙的城墙。两道城墙之间还有攻城塔，可以同时压制内外两个方向。另外，斯巴达人还在围攻线内外挖掘了两道壕沟，并在其上架设了吊桥。在普拉蒂亚会战之前，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系统的围攻战术。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曾出现一些优秀将领。在他们之中，也许斯巴达的布拉西达斯（Brasidas）要算是最杰出的一位，而雅典则拥有最杰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为雅典制定的陆上防御、海上进攻战略，以及他在修昔底德笔下所进行的演讲都充满着智慧。德摩斯梯尼
(2)

 颇具远见地占领皮洛斯（Pylos，公元前425年），从背后威胁了斯巴达本土，不仅使他们放缓对雅典的陆上进攻，更使他们一度主动求和。这也展现出德摩斯梯尼具有最优秀的战略能力。另外，德摩斯梯尼还曾灵活地运用伏兵赢得了奥尔匹会战（The Battle of Olpae，公元前425年）
(3)

 。当时德摩斯梯尼在自己右翼远方布满树林的一个谷地中隐藏了400名重步兵和轻装部队，一旦斯巴达左翼占据上风并试图包围自己的右翼，这些士兵便会用奇袭来摧毁斯巴达的左翼。德摩斯梯尼的预测是正确的。在欧利洛卡斯（Eurylochus）
(4)

 试图包围德摩斯梯尼的右翼时，山谷中的伏兵突然打击在欧利洛卡斯的背后。这一行动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斯巴达人虽然完全摧毁了德摩斯梯尼的左翼，但他还是赢得了会战。

[image: ]
奥尔匹会战示意图



对叙拉古的围攻不仅给后人带来了大量的教训，同时也验证了两条最基本的战争原则——“出其不意是最佳的取胜之道”和“攻击对方最害怕遭到打击的地方，才能给他造成最大的打击”。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通过记录布拉西达斯的一次行军和一场会战，来展示那个世纪里战争艺术的最高点。

当时，马其顿国王佩狄卡斯（Perdiccas）、一些起义的色雷斯城市以及斯巴达加入了反雅典同盟，以对抗雅典在希腊北部建立已久的霸权。布拉西达斯在公元前424年穿过色萨利，与佩狄卡斯会合。在这次行军中，布拉西达斯表现出了过人的意志和头脑。他不像普通斯巴达人那样狭隘，他既是一位冷静的士兵，也是一位沉着的智者，英勇、坦诚且受人尊敬。色萨利人与雅典之间具有同盟关系，对斯巴达持有敌意，可布拉西达斯又必须穿过色萨利才能进入马其顿。为避免遭到色萨利人的阻拦，布拉西达斯率领他的4000名士兵进行了一系列快速的强行军，总能在当地人口动员起来前便穿过他们的土地。而当他终于在一个隘路上遭遇抵抗时，他又能够说服对方承认斯巴达人来到这里只是出于和平目的并对自己有利。毫无疑问，对于一位将领而言，口才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能力，可却殊少有人能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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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西达斯的行军（公元前424年）示意图



在与马其顿人一同在伊利里亚（Illyria）进行了一次战役之后，布拉西达斯又在撤退中展示出了杰出的能力。此时佩狄卡斯已经弃他而去：由于马其顿与斯巴达联军所处的情况十分糟糕，他在一天夜里突然率领全部马其顿士兵回国了，只留下布拉西达斯及其手下不多的人马单独面对追击而来的大批野蛮人。这一局面考验着每一个斯巴达士兵，而在布拉西达斯的领导之下，士兵们没有显露出一丝溃散的迹象，也完全没有失去他们的纪律性。他对士兵们发表的演说就如同教科书一般经典。他鼓励他们说，尽管己方人数稀少，但在勇气、纪律以及任何战斗素质上都要远强于野蛮人，只要士兵们能够并肩战斗，便绝对能够击败野蛮人。
(5)

 就目前所知，这是第一次一位将军告诉士兵，文明国家的士兵绝不需要惧怕蛮族，无论他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大（如今这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在撤退时，重步兵们排成一个空心的正方或长方队形，保护着中央的轻装部队和行李纵列。这一队形似乎也是布拉西达斯本人的发明。一部分血气方刚的年轻士兵扮演着侧卫角色，随时准备在野蛮人接近时冲出行列攻击他们。这些人被部署在整个队形的最外侧，以保证他们能够快速进出行列，而又不会破坏队形秩序。布拉西达斯本人则率领300名精选的重步兵，组成全军的后卫。只要斯巴达人开始行军，野蛮人便会发动进攻。但即使野蛮人的威胁如此步步紧随，斯巴达士兵们也没有没有丧失一丝的纪律。每当野蛮人发动进攻，全军便会停止前进，侧卫部队冲出行列，与后卫一同迅速将伊利里亚人击退，之后全军再重新开始行军。在最初的两三次进攻导致伤亡惨重后，野蛮人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发动直接的进攻。不过他们也只是转而采取伏击的方式进攻而已，他们甚至还抢先占据了斯巴达人必经的隘路入口处的高地，试图在这里将斯巴达人引入一场不利的战斗。不过布拉西达斯始终保持着戒备，认清了对方的意图后，他带领自己直接指挥的后卫，以双倍速度超越全军直扑高地。尽管伊利里亚人抢先占据了高地，但却并没做好承受重步兵进攻的准备，在损失了部分人员后即被布拉西达斯逐退，丧失了隘路的入口。在此之后，一路始终遭遇顽强抵抗的伊利里亚人彻底放弃了企图。布拉西达斯能够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牢牢掌握着手中的士兵，率领他们完成撤退，完全可以被看作色诺芬的榜样。

布拉西达斯在安菲波利斯会战（The Battle of Amphipolis，公元前422年）中击败雅典将军克里昂（Cleon），进一步显示出这位战士的罕见才能。在经历了马其顿、伊利里亚的战役之后，布拉西达斯撤退到了他先前驻扎过一段时间的安菲波利斯。这座城市位于斯特里蒙（Strymon）河畔的一座山丘上，仅东侧建有城墙，其余三面则被河流环绕。布拉西达斯在河对岸的柯迪利乌姆山（Mount Kerdyllium）宿营，可经由一座桥梁进入城市。被雅典派来应对布拉西达斯的克里昂自城市以南数英里的埃翁（Eion）登陆。为了对城市进行侦察，克里昂以右翼领先的序列沿大路前进至安菲波利斯东侧。从这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布拉西达斯的营地以及山丘上的城市，由于并不担心对方会攻击自己，因而他们在行军时纪律松散。可事实上，布拉西达斯早已下定决心攻击雅典人，准备利用对方松散的队列来争取优势。克里昂在获悉布拉西达斯已经从营地进入城内之后，还是认为对方不会进攻自己。直到亲眼看到城门处的骚动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险境。不过到了此时，克里昂仍认为对方只会像当时的惯例一样，从城门中走出来排成常规的战斗序列，之后才缓慢地推动方阵前进。尽管手中的部队人数远比对方多，装备也远比对方齐整，克里昂却决定拒绝他想象中的会战，他将行军纵队倒转过来，以左翼领导撤退，而且他始终都没有让队列组成密集队形。由于某种原因，雅典人的左翼行动过快，与中央和右翼发生了脱节，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空洞。深知出其不意道理的布拉西达斯从没有打算循规蹈矩。他挑选了150名精兵由自己直接指挥，埋伏在城门后面，他告诉他们敌军缺乏戒备，激励他们奋勇作战，完成任务。在此之后，这支规模虽小但满怀决心且人人都能以一当十的部队突然从城门冲出，打击在克里昂中央的侧面上。后者原本正沿着大路行军，遭到打击后立刻便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位于前方的左翼非但没有转回来支援中央，反而在惊恐之下立刻向埃翁逃跑了！
(6)

 右翼则撤退到山丘上的一个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更大的斯巴达部队从更加靠北的城门出城，从后方攻击了雅典人的右翼。克里昂在逃亡中被杀。雅典右翼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全无用处。超过600名雅典重步兵在战斗中阵亡，整个军队也都被击溃了。斯巴达方面仅有7名重步兵阵亡，但布拉西达斯受了致命伤。两位指挥官虽然都殒命沙场，但在能力以及品行上的差别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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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菲波利斯会战（公元前424年）示意图



作为伊哥斯波塔米海战的胜利者，莱山德（Lysander）的军事生涯足以使他成为仅次于布拉西达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二名将。不过与很多名将一样，关于他的功绩我们也只能从略。

从军事角度来讲，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规模有限，政治手段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军事手段。能否从敌方阵营中争取到盟友，或是能否在对方的城市中煽动叛乱，对于一场会战的胜负同样至关重要。在这场战争中，政治手段压倒了军事能力。大部分战役不过是增加了一些附带目的的劫掠。海战多于陆战，有限的陆战通常也只是小战和围攻战。尽管参战城邦众多，战争波及的地域非常广大，并充斥着罕见的残酷和不必要的毁灭，甚至于整个希腊的命运都悬于这场战争之上，但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伟大者、狡猾者、怯懦者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人都影响着战争的走向。伯里克利、德摩斯梯尼、布拉西达斯、吉利浦斯（Gylippus）、莱山德、克里昂、亚西比德、尼西亚斯（Nicias）都在漫长争斗中的某一时刻彰显出自己德行、能力的优劣。倘若这场战争继续蔓延下去，希腊最终很可能会四分五裂，再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文明世界。



————————————————————


(1)
 公元前405年，莱山德率领斯巴达舰队在伊哥斯波塔米海战中击败了雅典舰队，毁灭了雅典赖以自立的制海权，迫使雅典在次年承认了斯巴达对希腊的领导权，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2)
 此德摩斯梯尼并非公元前4世纪那位反马其顿的雄辩家，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一位雅典将军，死于公元前413年。


(3)
 此处应为误记，奥尔匹会战事实上是在公元前426年进行的。


(4)
 此役中斯巴达的指挥官。


(5)
 事实上此言不虚，绝非专为鼓励士兵而凭空夸口。


(6)
 我们必须记得，由于希腊军队是以右为上的，除特殊的战术安排外，部署于左翼者通常都是全军素质最差的部队，因此在恐慌之下逃离战场也并不让人意外。



第九章　从色诺芬到阿格西劳斯（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94年）

作为大流士二世的次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试图与兄长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争夺波斯王位。公元前401年，他率领一支由亚洲人以及13000名希腊佣兵组成的军队入侵波斯。长久以来，大批希腊人成了佣兵，而小居鲁士手下这一批佣兵的战斗素质要远高于普通佣兵。这些佣兵在克利尔库斯（Clearchus）的指挥下，12天内便从迈利昂得鲁斯（Myriandrus）一路前进到塔普萨卡斯（Thapsacus），平均每天行军达19英里。作为小居鲁士与阿尔塔薛西斯的决斗以及万人大撤退的开端，库那克萨会战（The Battle of Cunaxa）非常有趣地展现出，在面对兵源杂乱的波斯大军时，纪律严明的希腊方阵能够完成何种壮举。在库那克萨会战中，阿尔塔薛西斯据称拥有90万大军（很可能过分夸大了），而包括希腊佣兵在内，小居鲁士的兵力为10万人左右。两支军队直接向对方开进，并最终在幼发拉底河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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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那克萨会战（公元前401年）示意图



得知敌军接近后，小居鲁士将部队列成战斗队形。得到1000名骑兵支援的希腊方阵位于右翼，右侧倚靠幼发拉底河，在其背后一段距离坐落着他们的营地。小居鲁士本人与600名近卫骑兵位于中央，其余亚洲部队则组成左翼。由于军队规模极为庞大，当阿尔塔薛西斯同样将左翼倚靠幼发拉底河并以战斗序列前进时，战线长度大大超过了小居鲁士，甚至于他战线的中央部分都已经超出了小居鲁士的左翼。当波斯人
(1)

 的部队开始默声前进时，小居鲁士骑马检阅自己的士兵，对他们进行鼓励，并要求克利尔库斯去进攻对方中央的阿尔塔薛西斯以及他的6000名近卫骑兵。如果能够击败阿尔塔薛西斯本人，那会战也必将获胜。但克利尔库斯说因为方阵步兵左手持盾，对于右翼的安危总是比左翼更加在意，因此不愿离开掩护着自己右翼的河岸。他拒绝执行小居鲁士的命令，但同时也答应后者自己将在右翼全力以赴。

当波斯军队接近到半英里以内时，方阵前进了。他们用长矛敲击着盾牌，高唱着战歌。方阵的声势是如此骇人，以至于位于阿尔塔薛西斯左翼前方的骑兵和战车，在希腊人进入弓箭射程之前就已经溃散了。之后，充满战斗热情的方阵又以良好的秩序进攻对方左翼主力，将他们击败并追击了大约两英里的距离。与此同时，在意识到自己的阵线大大超出小居鲁的左翼之后，阿尔塔薛西斯命令右翼向内旋转，攻击对方的背后。波斯左翼的骑兵此时已经击退了为方阵提供支援的那1000名骑兵，朝希腊佣兵的营地前进。

在此期间，小居鲁士一直将近卫骑兵握在手中，观察战况发展。在看到方阵取得的成功之后，小居鲁士希望自己不落人后，遂率领着自己的骑兵发动了凶猛进攻，仅凭一次冲锋便击溃了阿尔塔薛西斯周围的大批部队。不幸的是，这些骑兵忙于追击敌军，导致小居鲁士身边只剩下少量近侍（或称为“桌边侍伴”），而他仅率领着这些侍卫便直接冲向了阿尔塔薛西斯本人。虽然他确实打伤了阿尔塔薛西斯，但他自己在进攻中阵亡了。到了此时，波斯右翼已经完成了对小居鲁士左翼的迂回。后者在夹击之下得知统帅阵亡后，立刻四散逃亡。波斯右翼和骑兵都准备赶去洗劫敌军营地。不过阿尔塔薛西斯在看到左翼的失利后，又重新将右翼集中起来转向后方以面对方阵。

此时克利尔库斯已经彻底摧毁了波斯左翼，他也做了一次转向以攻击其余波斯部队。在回到幼发拉底河岸后，克利尔库斯发现了波斯人重新组织起来的阵列。他将方阵再次转向，背对着河流，并迫使阿尔塔薛西斯将全军向左移动来面对方阵。希腊佣兵们再一次前进，将波斯人从战场驱赶到了库那克萨镇所在的山丘上。在那之后，克利尔库斯退回了自己的营地。直到此时，希腊人才得知了小居鲁士的死讯。这13000名希腊佣兵击败了至少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却只有一人阵亡。
(2)

 库那克萨会战证明，方阵在面对虽然同样英勇但缺乏纪律的东方士兵时占有绝对优势。不过，这场会战中方阵的巨大成功和微小损失绝不能被视为惯常之事。

现在希腊人不得不自寻出路，尽可能撤出波斯了。由于克利尔库斯和其他将领在与敌军谈判时遭到对方阴谋刺杀，佣兵们选出了新的将军。依照抽签，色诺芬负责指挥后卫，彻里索弗斯（Cheirisophus）负责指挥前卫。这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撤退，色诺芬也因此成为退却战之父，开创了后卫战术，并将其至臻完善。《长征记》
(3)

 中记载的创新战术，要比先前所有的著作加起来还多。在他之后，所有的战争体系都将万人大撤退视作退却战的榜样，就好像它们将亚历山大的无可阻挡且极具智慧的行动视作进攻战范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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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大撤退（公元前401年）示意图



尽管色诺芬是一位真正的战术大师，可他的军事天才在上千年时间里被人忽视。他对手下士兵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也从无某位将领能够像他那样关心士兵的安危。在撤退过程中，色诺芬使用了大量全新的战术。《长征记》首次记载了将干草填充在羊皮中，再将羊皮缝合起来，之后再用这些羊皮囊架桥的办法——虽然这并非色诺芬本人的发明。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渡河。另外，在面对复杂地形或希望保持部队的敏捷性时，色诺芬开创了新的前进方式——各团、连以右翼领先的纵队前进，以往则是排成横队前进。这在小战术方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他在著作中展示出的战术给予后人极大启示。

万人大撤退中，多次出现连续数日的行军战斗。为应对敌军的骑兵和投射部队，色诺芬在撤退开始时也组建了一支投石兵部队和一小队骑兵。希腊军队在行军时总是缺乏戒备，因此色诺芬告诫手下士兵，如果行军纵队将队形保持得足够密集，不仅能够更容易地突破对方封锁，而且所占据的空间更小，因此也更安全。由于他们的对手并没有巨弩、投石机，因此无须担心对手从远方利用抛射机械击碎自己。这样一来，一旦追击部队从后方接近，色诺芬无须花费时间集中部队便可直接进攻。无论是利用散兵从远距离作战，还是动用后卫中的重步兵，他都能够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撤退一段距离，之后再迅速与主力会合。另外，这种密集的行军序列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侧翼遭到进攻的危险。在穿越平原时，色诺芬也和布拉西达斯一样，将队列排成一个空心的四方队形来保护中央的行李纵列和非战斗人员。不过在通过一系列隘路穿越山地时，他又会将队形调整得更为紧凑，并将后卫部署在附近的高地上掩护方阵。在行军纵队进入隘路之前，色诺芬总会派出轻装部队去占领控制着隘路入口的高地，直到纵队通过之后才会撤出。万人大撤退同样证明了将途经的地区、村庄彻底摧毁的必要性，虽然这很残酷，却能够使敌军无法获得充足食物和过夜的掩蔽所，从而延缓他们的追击。更为重要的是，色诺芬首次在方阵背后保留了预备队，这些部队可以随时用来填补第一线上出现的弱点。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改进。在那之前，预备队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而色诺芬所创造的已经与我们今天相差不多了。也许上述这些创新战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稀奇，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花了2300年来学习它们，而直到今天，色诺芬的《长征记》也仍是最好的军事教科书之一。万人大撤退还第一次揭露出波斯帝国内部是如何缺乏凝聚力，并因此失去了原先的强大实力。从色诺芬的经历中，亚历山大看到只要能够明智、持续地行动，哪怕仅凭较少的部队，他也能够建立伟大功业。

我们很难仅通过一两次事件就将色诺芬的天才创造力解释清楚。不过只要对这些早期战事进行简单叙述，便足以说明亚历山大登上马其顿王位时的军事科学发展情况了。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前，很多有效的战术便已经存在于世，而对色诺芬的几次战斗加以说明，也足以使我们对《长征记》中色诺芬的行动力、判断力、勇气以及他手中的资源获得一定的认识。另外，在我们研究亚历山大战史中那些模糊不清的记录时，《长征记》也能够为其细节提供参考。

当希腊人撤退了大约一半路程时，他们在穿过卡达西（Carducian）山区的一个隘路时经历了巨大的危险，也有不少人受伤。由于前卫前进速度过快，彻里索弗斯将蹒跚而行的色诺芬以及后卫部队甩在了身后。当希腊人从隘路中走出并进入一个谷地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条隘路，其两侧的高地也已经为敌军所占领。当地的卡达西人勇敢、警觉且装备精良。他们的长弓几乎有一人高，箭矢也长达3英尺多。
(4)

 继续前进似乎已经毫无希望，而当地向导们（这支希腊佣兵军中总会有数名向导）告诉他们说这是穿过山区的唯一道路。事实上，对于一位将领而言，最难做到的事情便是耐心找到合适的向导并判断向导所言的虚实。色诺芬在上一条隘路中战斗时刚好俘获了两名卡达西人，他相信这两人对这块地区要比其他向导更为熟悉。色诺芬亲自分别审问两人。首先受审的那位坚决否认还有其他道路。色诺芬当着另外那个卡达西人的面将其处决。后者立刻招供说还有另一条情况同样良好却鲜为人知的道路，而且很可能没有驻军。通过这条道路，希腊人可以迂回主路上的野蛮人阵地，将主路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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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达西隘路的进攻（公元前401年）示意图



当天夜间，色诺芬派遣2000名志愿者在那位俘虏的带领下沿新路进行奇袭，并告诉那位俘虏要么受赏，要么受死。一场突降的大雨使野蛮人无法发现这支部队的行踪。为进一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色诺芬还以主力对敌军驻守的隘路发动了正面佯攻。卡达西人在迎击时坚信自己有能力摧毁色诺芬，甚至自认为已经将对方诱入了陷阱。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卡达西人整晚都在将巨石从山坡上往下推。可事实上，色诺芬只留下了一小队人马，命令他们继续展示存在，主力部队则撤回营地休息去了。与此同时，那2000名志愿者已经抵达了小路，没有遭遇太多困难便逐退了驻守在那里的少量野蛮人，从后方进抵大路。到黎明时分，他们在晨雾的掩护下突然对震惊中的卡达西人发动进攻。齐鸣的号声不仅通知色诺芬行动已经成功，也加剧了敌军的混乱。主力部队立刻从谷地中加入进攻，将卡达西人赶出了阵地。

希腊全军同时沿两条隘路进入山地，色诺芬本人选择了先前由2000名志愿者打通的那一条。不过，仍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敌军驻守在隘路中，占据了隘路两侧所有的高地。其中有三个高地迫使希腊人三次暂停行军，发动进攻以打开通路。希腊人始终非常谨慎，他们并不具有打一场你死我活的会战的能力，因此会故意给野蛮人留出撤退的道路。在攻克一座高地之后，希腊人会留下一支适当的部队据守高地，直到行军纵队中的部队、辎重、伤患和女人（与古代和中世纪军队中常见的情况一样，色诺芬军中也有大量妇女随行）全部通过之后才撤离。可当这些部队离开高地时，卡达西人又会冲出来袭扰他们的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先停下脚步将野蛮人逐退。在穿过谷地的整个行军过程中，野蛮人始终步步紧随。而色诺芬则是每一次战斗的灵魂人物，无论战斗发生在纵队前方还是后方。

在军队赶到桑特里提斯河（Centrites）后，色诺芬发现亚美尼亚（Armenia）总督已经在河对岸占据了阵地，同时卡达西人仍在紧追不舍。希腊军队所走的道路虽然通向一个渡口，但那里的水相对较深，河床也布满了圆滑的石块，士兵们在涉渡时无法用盾牌挡住亚美尼亚人射出的箭雨和标枪。由于对方人数过多，希腊人很快便不再尝试涉渡。色诺芬则带着后卫从主力部队中脱离出来，抵挡着卡达西人的追击。此时的局面对希腊人而言近乎绝望，全军在极度不安中度过了当天的夜晚。不过性格坚韧乐观的色诺芬却梦到或假称梦到镣铐从自己的双手上滑落，第二天破晓时，他将此事告诉大家，恳请同伴们不要绝望。凑巧的是，当天清晨，一部分士兵发现上游大约半英里处还有一个情况更好的渡口。部队立刻开始向新渡口前进，不过卡达西人和对岸的亚美尼亚人紧跟他们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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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渡桑特里提斯河（公元前401年）示意图



虽然色诺芬只是与其余将领平级的指挥官，但一直以来因胆大心细而获得全军上下的信任。在到达上游的渡口后，他安排彻里索弗斯首先渡河，自己则带着一支人数足够的部队留下来抵挡卡达西人。为了让彻里索弗斯摆脱对岸亚美尼亚人的拦截，色诺芬又率领大部分部队向下游渡口前进，佯装放弃上游渡口。亚美尼亚人担心色诺芬从下游渡河后，自己将受到两面夹击，甚至被切断与大路之间的联系，于是急忙向下游移动，只在上游留下一支根本无法抵挡彻里索弗斯的小部队。在这些行动的掩护下，彻里索弗斯终于渡过桑特里提斯河，并在对岸开辟了渡场。由于大批亚美尼亚人又回到了一个距离他不远的山丘上，彻里索弗斯将部队列成了方阵。与此同时，色诺芬看到彻里索弗斯在河对岸占据了阵地后，迅速调转方向，准备尾随渡河。

不过此时卡达西人也认为自己的胜机来临了，并凭借庞大的人数对希腊人发动进攻。为应对这一威胁，色诺芬派人请求彻里索弗斯将弓箭手和投石手派回到河流中央，站在河水中掩护自己渡河。在那之后，色诺芬又命令自己的部队以最快速度向渡口前进，他自己则与一小部分精选的重步兵从主力中脱离出来，与卡达西人战斗。自知无法抵挡希腊人进攻的卡达西人，始终与色诺芬保持一定距离，只敢用矢石射击。到几乎所有部队都已经过河之后，为摆脱当面之敌的纠缠，色诺芬下令进攻，朝卡达西人发起冲锋，吓得对方在惊恐中四散而逃。当卡达西人重新集合起来时，色诺芬早已调转方向渡过了河流，只有弓箭手和投石手仍站在河水中掩护着重装部队。

在整个撤退中，色诺芬的表现都像上述战斗中一样令人尊敬，军队也因此得救。不过在参与库那克萨会战的13000名希腊人中，只有6000人活着看到黑海（Euxine），他们高喊：“大海！大海！”在14个月的时间里，士兵们总共行军215天，走了4000英里，按照实际行军天数计算，他们平均每天行军约18.5英里。

波斯人从此走向衰落。色诺芬写道：“波斯大王的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辽阔的疆域也使部队极为分散，无法抵挡任何能够快速行动的敌军……波斯将臣服于那个勇于对它发动进攻的人。”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曾仔细研读过色诺芬的战史。

阿格西劳斯

在入侵亚洲这方面，亚历山大还有一位前辈。在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94年的斯波战争（The Sparto-Persian War）
(5)

 中，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曾前往小亚细亚援助遭到波斯总督提沙费尔尼斯（Tissaphernes）压迫的希腊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参与了小居鲁士的远征）。虽然时局导致阿格西劳斯没能完成他的任务，但他为后来者指明了成功的道路。亚历山大在构建其宏伟愿景时，也无疑从中获益匪浅，而他的好胜心甚至驱使他超越了居鲁士所征服的疆域。

阿格西劳斯带着8300人和6个月的给养从斯巴达出发，走海路到达以弗所（Ephesus）。在相当谨慎地解决了各希腊城市的争端之后，他便公开为进军卡里亚（Caria）做准备，提沙费尔尼斯已经在迈安德（Maeander）的平原上等待他的到来。不过阿格西劳斯手中并没有骑兵，而他也不愿意在那样一块特别适合骑兵行动的地形上与对方进行会战。因此，他并没有向卡里亚前进，而是进入了弗里吉亚（Phrygia）。虽然阿格西劳斯最初希望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但发现骑兵是在亚洲作战不可或缺的力量之后，他便回到了以弗所过冬，并在那里征召建立起一支非常出色的骑兵部队。当春季来临时，提沙费尔尼斯费尽一切努力试图了解阿格西劳斯的意图。这位斯巴达国王宣布他将再次进入弗里吉亚，提沙费尔尼斯认为这不过是对方想引诱自己远离卡里亚的计策，于是继续留在迈安德的平原上。阿格西劳斯成功骗过了对手。他进向帕克托拉斯（Pactolus），在那里击败了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像这样欺瞒对手的策略，是所有伟大统帅都能够成功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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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西劳斯的行动路线（公元前396年至公元前394年）示意图



提沙费尔尼斯跟随阿格西劳斯进抵萨迪斯，但其手下却被阿格西劳斯的成功所吓倒，刺杀了这位总督。他们支付了30台仑（Talent）
(6)

 黄金，试图收买斯巴达国王离开自己的省区，去往弗里吉亚。阿格西劳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但却在离开之前蹂躏了省区的土地，并在达西利乌姆（Dascyllium）设立冬营。在这里，他为入侵波斯的战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波斯人的贿赂挑起了希腊的内部争端，阿格西劳斯只好回国。在回程中，他选择沿着薛西斯曾走过的陆路行动。在穿过色萨利时，他被迫使用武力夺路前进。阿格西劳斯指挥手下新组建的骑兵，对战全希腊最优秀的色萨利骑兵，显示出他卓越的才能。在色萨利境内，他听到了斯巴达舰队在辛度斯（Cindus）被击败的消息。出于谨慎考虑，他反而向士兵宣布舰队取得了一场大胜，以避免军队士气崩溃。之后他又攻击了底比斯和它的盟友，并在科罗尼亚（Coronaea）会战中将他们击败（公元前394年）。在这场会战中，他也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术能力。当双方接战后，阿格西劳斯所在的斯巴达右翼击败了敌军左翼，同时底比斯人的右翼击败了阿格西劳斯的左翼，并一路前进到阿格西劳斯的营地。阿格西劳斯在彻底驱散底比斯左翼，腾出手来之后，将自己的右翼向内旋转，在他亲自指挥之下猛攻底比斯人。据当时伴随在阿格西劳斯身边的色诺芬说，接下来发生了希腊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底比斯人虽然损失惨重，却还是重新组成一个四方队形，突破斯巴达的战线与先前失败的左翼会合，不过他们还是将胜利留给了阿格西劳斯。
(7)

 通过研究阿格西劳斯的上述几次战役以及其他作战，可以看出他作为将领的出色素养。他是当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能力在他人之上。阿格西劳斯在位41年，为斯巴达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他所进行的所有战役都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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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尼亚会战（公元前394年）示意图





————————————————————


(1)
 虽然小居鲁士同样也是一位波斯亲王，但此处的波斯人专指效力于阿尔塔薛西斯这位波斯大王的军队。


(2)
 这个数字根本不可信。事实上，色诺芬对整场会战的描述都非常夸张。但无论如何，其大体经过仍是可信的。


(3)
 此为色诺芬本人的著作，以第三人称描述希腊佣兵从受雇于小居鲁士起到万人大撤退结束的过程。


(4)
 这一数字已经与英国长弓类似，除非制作原料太差，否则其威力也一定相当大，完全有可能射穿希腊人的盔甲。


(5)
 即斯巴达与波斯之间的战争。


(6)
 台仑为古代重量单位，也被用作贵重金属价值的计量单位。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台仑的具体重量不同，1希腊台仑（或1雅典台仑）相当于26公斤，1巴比伦台仑则为30.3公斤。


(7)
 这一会战事实上仍是没有大战术计划的传统平行序列会战，阿格西劳斯在这场会战中值得称道的也仅有积极、活跃、组织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另外，有说法认为阿格西劳斯为避免敌军困兽犹斗，主动放宽了阵线，让底比斯人撤退。



第十章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362年）

作为世界上早期的战术家之一，这位伟大的底比斯人对战争艺术的贡献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统帅。他创造了许多将领，尤其是亚历山大和腓特烈所善用的斜形序列。如前所述，在此之前的所有会战都是以平行序列展开。在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两场大胜中，伊巴密浓达都使用了斜形序列。

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伊巴密浓达拥有大约6000人（也有说法称他有8000人）。在会战之前，底比斯人处于下风，士气低落且缺乏自信。与他们对战的斯巴达军队多达11000人，并且拥有极佳的斗志和纪律。当两军进行会战时，斯巴达国王克里奥布罗塔斯像通常一样将部队列成已经被数代人成功使用的12排方阵序列，骑兵位于方阵前方。克里奥布罗塔斯并非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将领，他所期望的只是一场全线接战的普通平行序列会战。他本人也和随从一起，位于全军右侧的荣誉位置。斯巴达人希望在会战开始之后，向前挥动两翼形成一个凹形战线，以包围底比斯人的侧翼。伊巴密浓达非常清楚克里奥布罗塔斯会将自己置于全军右翼，因此他决定利用一次大胆的创新来弥补数量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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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克特拉会战（公元前371年）示意图



我们并不知道伊巴密浓达是策划已久，还是在留克特拉会战中临时创造了这种战术。他在右翼和中央将方阵列成8排纵深，但却将左翼的厚度从32排增加到了48排，形成了历史上首个纵向深度大于横向宽度的攻击纵队。由佩洛皮达斯（Pelopidas）指挥的底比斯圣团则以标准横队部署在这个纵队左侧。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可以掩护这个全新队形的侧翼弱点。伊巴密浓达命令中央和右翼以更慢的速度前进，尽量不与对方交战，从而在底比斯战线与斯巴达战线之间形成了一个斜角。与所有新鲜发明一样，首次投入实战的斜形序列远不像在鲁腾会战（The Battle of Leuthen）中腓特烈以高超战术布置出的那样完美。不过斜形序列的观念毫无疑问是在此时出现的，整个战线也无疑具有斜形序列的一切特征，这都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无法不假定伊巴密浓达拖后的一翼是以斜形序列前进的。根据记载，这一翼在会战开始时曾向右旋转一定角度，使其进入了一个倾斜的位置，同时左翼的纵队则笔直前进。这样一来，全军便形成了斜形序列。而为了向敌军前进，拖后的一翼在开始向正面前进时也会维持着斜形队形。这样的队形在进攻时无法有效打击对方，因此在接近对方之前，伊巴密浓达也肯定会让各部队以营或者团为单位，组成与对方平行的横队，全军则由此形成了阶梯状的斜形序列。不过伊巴密浓达的成就并不在于完善斜形序列的细节，而在于创造了斜形序列这一大战术概念。腓特烈在鲁腾的进攻则因对斜形序列精确、出色的执行而获得赞誉。与所有发明一样，一人创造，他人完善。不过无论细节是否相同，战争历史中这第一个斜形序列，目的也同样在于以厚重的攻击纵队来专门打击对方一翼。

伊巴密浓达达成了所期望的全部效果。无论如何完善其战术细节，也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了。和斯巴达人一样，他也把骑兵部署在了步兵前方，只不过其掩护范围仅限于中央和部分右翼。虽然底比斯骑兵人数较少，但在开战后立刻便压倒了斯巴达骑兵，使后者毫无秩序地退向了步兵战线，造成了巨大混乱。趁着斯巴达战线混乱，伊巴密浓达开始向斯巴达右翼推进他的攻击纵队，并命令骑兵继续全线袭扰对方。攻击纵队由伊巴密浓达亲自指挥，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一个纵深接近50排、手持长矛盾牌、身穿重甲的密集队形与斯巴达战线“相撞”时，其冲击力一定是极为巨大的。陷入绝望的斯巴达人此时非但没有继续去完成包围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延长右翼宽度来应对伊巴密浓达的攻击纵队，这恰恰削弱了他们在关键点的力量。不过斯巴达人并不愿意接受失败，他们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拒不屈服。

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斯巴达人还是无法抵挡住伊巴密浓达。克里奥布罗塔斯和大批副官阵亡。底比斯圣团借着斯巴达右翼的混乱将其彻底击溃。斯巴达的中央和左翼在此过程中却并没有获得什么战斗机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参战。由于右翼动弹不得，左翼和中央的斯巴达人又没有遭到底比斯人攻击，因此面对着相当于预备队的那部分底比斯人，他们既没有收到任何前进的命令，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最终，当斯巴达右翼完全被摧毁之后，底比斯的攻击纵队在胜利的鼓舞下，调转方向，向他们的侧翼前进，将他们吓得四散而逃，整支斯巴达军队都在往营地逃。在整个会战中，斯巴达方面只有骑兵和右翼的重步兵与敌人进行了战斗，但数代人通过不断胜利积累而来的自豪以及斯巴达方阵的无敌声望都随风而逝了。战术家的天才战胜了数量、威望和信心。其结果充分说明了色诺芬的一句名言：“即使是最坚定的人，惊讶都可能演变成恐惧，尤其是在战争之中。”

在曼丁尼亚会战中，伊巴密浓达再次施展了同样的卓越战术。不过这一次会战的规模更大，双方人数都在2万人至3万人之间。可能伊巴密浓达的兵力要比斯巴达及其盟军的兵力多一些，但并不确定。这一次，底比斯士兵处在非常良好的状态下，士气也非常高昂，虽然其同盟军并不那么可靠。斯巴达联军位于曼丁尼亚山谷之中，这个山谷总体上沿南北方向延伸，长约12英里，宽7至8英里，但在中间部分，其宽度只有1英里左右。斯巴达人便以战斗序列在此处宿营。伊巴密浓达此时位于谷地南端的忒革亚（Tegea），并决定向等待着自己的敌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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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丁尼亚会战（公元前362年）示意图



这一次，伊巴密浓达毫无疑问已经在头脑中制定好了清晰的会战计划，就如同腓特烈在鲁腾会战前那样，而后者的计划是以伊巴密浓达的为蓝本。他从忒革亚启程，将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左翼，并由左翼带领着其余部队行军，最不可靠的部队则被安排在队列后方。
(1)

 他最初直接向斯巴达营地行军，而对方组成了战斗序列来迎击他。在接近到两到三英里时，伊巴密浓达向左转向，沿着一排山丘前行，试图使对方误以为他要进攻斯巴达右翼。早已排好战斗序列的斯巴达人始终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史料并没有提及斯巴达人是否曾向右旋转以面对伊巴密浓达的新阵地，但他们无疑这样做了。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斯巴达人期待与对方接战，只有向右旋转这一种情况能够符合史料中对会战过程的描述。古代史学家们的记录往往会出现不连贯或遗漏之处，而我们只能通过分析自行填补这些空白。

在伊巴密浓达那方，底比斯圣团位于行军队列最前方，伊巴密浓达则亲自指挥着其余的底比斯人和玻俄提亚人组成的纵队前进。
(2)

 这些士兵组成了伊巴密浓达的左翼，他们只要进行一次原地右转，即可立刻组成在留克特拉会战中让他取得胜利的48排攻击纵队，行长位于第一排，以英勇闻名的军士们位于前方的几排。余下的部队以横队行军，只要一个简单的原地右转或类似的行动，即可排成普通的方阵。在斯巴达联军那方，右翼由曼丁尼亚人、阿卡狄亚人（Arcadian）组成，中央由斯巴达人、埃里亚人（Aelaean）以及亚该亚人（Achaean）组成，左翼为雅典人，骑兵则部署在步兵两侧。

伊巴密浓达希望出其不意。可能此时斯巴达联军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什么输掉了留克特拉会战。平凡的将领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伟大将领的行动意图，这也是那些伟大统帅之所以如此出众的原因之一——他们的行动根本无法模仿。无论如何，斯巴达联军并没有小心防范伊巴密浓达的新战术。后者进入预想战位之后，又施展了一个聪明的诡计。他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就好像即将宿营一样，再加上另外一些举措，使对方相信伊巴密浓达不会在当天发动进攻。联军方面据此允许士兵自由活动。尽管表面上联军仍维持着战斗序列，但很多士兵都脱掉了盔甲，骑兵也卸下了马鞍。与此同时，伊巴密浓达却在宿营的假象下完成了部署。他将一部分骑兵置于自己的左翼，应对斯巴达联军右翼的骑兵，同时把轻步兵混编到这些骑兵中来增加他们的稳定性。另外，他也部署了几个中队骑兵来应对敌人左翼的雅典骑兵。为防止雅典人在自己前进时攻击薄弱的右翼侧面，伊巴密浓达又在右翼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部署了少量精兵。如果雅典人真的尝试迂回伊巴密浓达的右翼，他们就可以从这里攻击雅典人的背后。与留克特拉会战一样，其厚重的攻击纵队将被用来摧毁敌军右翼。其余部队则会依照命令，从左至右以逐渐放缓的速度前进，即以斜形序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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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丁尼亚会战（公元前362年）示意图



在隐蔽地完成了准备工作，发布指示，并以一定会轻松取胜来鼓励士兵之后，伊巴密浓达下令士兵快速拿起武器。从未料想对方会立刻进行会战的斯巴达联军受到了奇袭。发出战斗信号之后，联军士兵们匆忙穿上盔甲赶回自己的行列中，迅速排出了一条战线。不过这条战线绝不可能像伊巴密浓达精心调整好的底比斯战线那样紧密。指挥官没有时间用训话来激发他们的信心，士兵们也没有强烈的求战欲望。

与此同时，底比斯攻击纵队已经在整齐划一的战歌声中，以密集队形英勇、坚定地向联军阵线前进了。在他们左侧，同样排成厚重纵队的骑兵首先攻击了联军骑兵，并将他们逐退。紧接着，凶狠的攻击纵队在圣团领导下好像巨弩射出的弩箭一样凿穿联军右翼，冲破了他们的阵线，不过顽强抵抗的曼丁尼亚重步兵并没有立刻被压倒。整个攻击纵队就像一艘在海浪中艰难穿行的战舰一样。不过他们前进动力的核心——伊巴密浓达手持长矛，再次亲率攻击纵队对仍在抵抗的敌军发动猛烈进攻，决意摧垮对方。激战虽然短暂，却是决定性的。底比斯攻击纵队不断施加压力，虽然曼丁尼亚人仍在坚强地抵挡着他们，不断战死在敌军前进的道路上，但攻击纵队还是获得了胜利。当底比斯中央和右翼依照斜形序列推进到联军阵线时，也没有遭遇激烈抵抗。底比斯人虽然赢得了胜利，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伊巴密浓达在率军英勇冲锋时，被一支长矛刺入了胸膛，不久之后便因此丧命。如果这位伟大统帅能够在会战中幸存，这场胜利将会更具决定性意义
(3)

 ，可即使如此，曼丁尼亚会战还是为底比斯赢得了光荣的和平。

在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两场会战中，骑兵都为掩护斜形序列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伊巴密浓达对骑兵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而他也很善于使用骑兵。



————————————————————


(1)
 在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两战中，伊巴密浓达在作战序列上都采取了与普通希腊军队完全相反的办法——将他的精兵置于左翼。他认为，只要凭借强大的攻击纵队从正面击败对方精兵，便足以使对方全军都在惊恐下溃散。而腓特烈的斜形序列更倾向于从侧翼攻击对方较弱的一翼，以此来使对方的战线失去平衡。


(2)
 这个纵队指的是，当他们停下来排成战斗序列，向右转面对敌军之后的阵型——48排深、32排宽。行军时事实上是32排深、48排宽，方阵步兵都以行长位于右侧的横排前进。本书中所有关于行军队形的描述都是以战斗序列为标准的。后面所说的横队在行军时即为深度大于宽度的纵队，但士兵们原地右转后又会立刻形成横队战斗序列。


(3)
 即使底比斯成为希腊的主宰者。



第十一章　腓力与马其顿（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6年）

马其顿在亚历山大一世国王在位期间曾是波斯的附庸国。不过在波斯人完全撤出希腊之后（公元前478年），马其顿重获自由，从此开始脱离东方而亲近希腊。也正因为如此，品达（Pindar）
(1)

 将亚历山大一世称为“亲希腊者（Philhellenic）”。下一位值得提及的马其顿国王是阿基劳斯一世（Archelaus I，卒于公元前399年）。他修建道路，促进商业，设立希腊式的公共运动会，并照搬一切从先进文明所能学到的东西，大幅提高了马其顿的繁荣度。因此他在当时也被称为世上最富有、最快乐的人。

在阿基劳斯之后，由于人民有权推翻国王，贵族也会凭借实力争权夺势，马其顿王位更迭不断，甚至很难查清即位顺序。
(2)

 在公元前376年阿明塔斯二世（Amyntas II）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佩狄卡斯三世以及腓力二世先后即位，其中最末一位即为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通称为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腓力在登基前曾是佩狄卡斯三世的儿子、自己外甥阿明塔斯四世的摄政王。公元前359年，由于马其顿面临与周边野蛮人爆发战争的危险，腓力或是被推举成为国王，或是趁机夺取了王位。

这位马其顿的腓力，就这样在23岁时登上了王位。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他都配得上是亚历山大的先人。腓力曾经在底比斯做过三年人质，在那里接受了最好的希腊式教育和训练。而且他也曾师从于伊巴密浓达本人，仔细研究了这位伟大将军的战术，并从其天才中受到启发。在此期间，腓力对希腊也有了透彻的了解，认清了其力量和弱点所在。腓力是一位严格的纪律实行者，但又并不教条。他对居鲁士的军队颇有研究，伊巴密浓达、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以及他自己所进行的无数次战役的经验也使他获益匪浅。通过改进希腊式的组织和装备，腓力建立了一支前所未见的军队，他们纪律极佳，富有韧性。而他作为军队组织者的能力至今无人能够企及。他将自己的先进观念全部灌输到了马其顿方阵之中。凭借这支强大的军队和以帕尔梅尼奥（Parmenio）为首的优秀副将们，腓力表现出了一位征服者的风范。他将伊利里亚、配奥尼亚（Paeonia）以及色雷斯部分土地收入囊中，占领大量城镇，将自己的势力渗入了希腊。另外，他还占据了色雷斯的金矿，每年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黄金。他从一个疆界不稳的弱国之中，打造出了一个从黑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强大王国。不过由于他经常与雅典发生战争，在德摩斯梯尼的《斥腓力》（Philippics
 ）檄文中，他却被描述为一位顽固且权力欲极强的暴君。

腓力的妻子是摩洛西（Molossi）国王之女奥林匹亚斯（Olympias），后者出身于伊庇鲁斯（Epirus）王族，声称是阿喀琉斯的后裔（腓力也自称出身于赫拉克勒斯后裔）。腓力是在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宗教集会上与奥林匹亚斯相识的。奥林匹亚斯是一个性格冲动、极为迷信的半野蛮女人，据说她还圈养毒蛇，崇拜魔法。以至于腓力到后来非常反感她。在婚礼前夜，据称她曾梦见一道闪电从天而降，一团火焰从她身体里奔涌而出，吞噬了它所能企及的一切。不过尽管奥林匹亚斯是如此缺少文化，她对儿子亚历山大却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当腓力正在围攻波提狄亚（Potidaea）时，三件喜事碰巧同时传到了他的军营中：亚历山大诞生，帕尔梅尼奥击败伊利里亚人，马其顿战马在奥运会赢得了战车竞赛。而在同一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也发生了火灾。

亚历山大即在腓力与奥林匹亚斯的婚姻之中诞生（公元前356年7月），他也被称为亚历山大三世。他的体能和智力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成熟了，其男子气概甚至使腓力在出发围攻拜占庭时，放心地将年仅16岁的他留在首都佩拉（Pella）担任摄政。亚历山大不仅很好地处理了内政事务，更率领着手中的部队镇压了一个色雷斯部落的叛乱，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一个城镇，并将它改名为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3)

 ，使其成为第一座以此命名的城市。

腓力逐步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希腊政客，他创建了希腊同盟，并最终成为同盟的领导者，只有斯巴达拒绝加入。作为全希腊的统帅，他提议入侵亚洲，而这一提议最终经由他的儿子完成了。不过在德摩斯梯尼巨大影响之下的雅典和底比斯人对腓力的统治提出了抗议，他们担心马其顿对玻俄提亚的渗透会带来威胁，因此向腓力宣战。总计50000名雅典人和底比斯人进至玻俄提亚的喀罗尼亚，腓力则带着30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与他们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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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罗尼亚会战（公元前338年8月）示意图



雅典—底比斯联军由卡瑞斯（Chares）和吕西克列斯（Lysicles）指挥，在他们二人之中，卡瑞斯能力平庸，吕西克列斯轻率妄动。腓力将18岁的亚历山大也带到了这片战场，他将在一些老将的帮助下指挥左翼，腓力自己则指挥右翼。在数小时内，会战都没能分出胜负。

腓力的骑兵在会战开始阶段即被雅典人的英勇进攻击退，吕西克列斯不假思考便认定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冒险发动追击。靠着对方阵的大胆运用，腓力挽回了劣势，马其顿人的超长长矛也不断刺杀着面前的一切。在腓力重整战线的同时，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决心亲率色萨利骑兵发动冲锋（这足以证明从此时起，指挥骑兵便已经是亚历山大的长处之一），以使马其顿左翼压倒以底比斯圣团为首的联军右翼，而这些圣团也正是伊巴密浓达最器重的精兵。这支由同性恋人组成的部队恪守着他们的忠诚誓言和对彼此的感情，最终全员阵亡。由于联军右翼在亚历山大的激烈进攻之下溃败，腓力也终于得以攻破联军左翼的行列。在那之后，腓力又快速向前推进己方的中央部分，彻底击溃了敌军。联军被毫无争议地击败，喀罗尼亚会战也成了希腊人的滑铁卢。雅典和底比斯各有1000人阵亡，按照8∶1的低伤亡比例计算（古代通常应为12∶1），联军的伤亡比例达到了36％。腓力一方的伤亡数字已经不可考。曾有说法认为，腓力曾试图以右翼在前的斜形序列发动进攻，而亚历山大的猛烈进攻却使左翼在前，破坏了腓力从伊巴密浓达那里学到的战术。这种假设缺乏依据，并不可信。

在会战胜利后，腓力对底比斯以外的希腊城邦极为温和。他明智地对这些城邦软硬兼施。通过这种常识性的手段，腓力轻而易举地在会战结束后即让希腊人在科林斯（Corinth）推举自己成为希腊统帅（Hegemon），获得了一定的专制权力。

喀罗尼亚会战的胜利使马其顿获得了巨大声望。腓力现在已经扫清了征服东方的障碍，因此他派出一支先遣部队进入亚洲，腓力本人也准备在一段时间后率领援军与他们会合。他的两位手下大将——帕尔梅尼奥和阿塔拉斯（Attalus）负责指挥这支军队，在当地煽动各希腊殖民地起义反抗波斯大王统治。但远征准备工作却陷入了停顿：腓力的统治突然以悲剧告终，没能长时间享受希腊共主的地位。

腓力曾迎娶过几位老婆，由于受到不忠的指控，奥林匹亚斯回到了她的兄弟、伊庇鲁斯国王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在此事上反对父亲。虽然他深知母亲的缺点，但对她始终非常敬爱。在腓力与最后一位妻子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婚宴上，新娘的舅舅阿塔拉斯在敬酒时声称腓力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才是王位合法继承者。亚历山大猛地把酒杯扔了过去，喊道：“你在说我是个孽种么？”腓力暴怒地站了起来，拔刀冲向亚历山大。但醉酒、愤怒以及他在喀罗尼亚的旧伤导致他无法站稳，摔倒在地。亚历山大立刻便嘲笑说：“看啊，这个想要跨海征服亚洲的人，却连一张桌子都跳不过去！”

亚历山大在陪伴母亲回到伊庇鲁斯之后，又从那里去了伊吕利乌姆（Illyrium）的宫廷。阿塔拉斯加官晋爵，而在亚历山大的年轻朋友们之中，哈帕拉斯（Harpalus）、尼阿卡斯（Nearchus）、埃瑞吉亚斯（Erigyius）、拉俄墨冬（Laomedon）以及拉古斯（Lagus）之子托勒密（Ptolemy）、费罗塔斯（Philotas）等后来的名将先后遭到放逐。不过科林斯的狄马拉图斯（Demaratus）却敢于向腓力谏言，劝他不要因家庭争端而将希腊再次引向战火。在他的调解下，父子二人终于和解。为安抚亚历山大，腓力还将女儿克利奥帕特拉嫁给了奥林匹亚斯的兄弟。正是在这次婚宴上，腓力被保萨尼阿斯（Pausanias）所刺杀（公元前336年），此人之前曾为阿塔拉斯重伤，而腓力却拒绝为他主持公道，因此才选择复仇。奥林匹亚斯无疑也曾在暗地中鼓励这一行动。虽然很多现代学者指责亚历山大也参与了暗杀，但却根本追查不到这桩罪恶与这位马其顿王子存在任何关系。

在保萨尼阿斯的同谋中，林卡斯人（Lyncestian）腓力之子亚历山大
(4)

 是现场人群中第一个尊亚历山大为王的人，由于这一聪明的举动阻止了阿塔拉斯一派成员扶持腓力和克利奥帕特拉之子登上王位的可能性，他也赢得了亚历山大的原谅。

在腓力遭到刺杀时，可能已经预见到这一幕的奥林匹亚斯近在咫尺。同情腓力的人自然也将亚历山大视为同谋。其中一部分人相信由于其父的新婚姻和对他的厌恶，亚历山大并不应该成为合法继承人；另一部分人更是认为腓力已经选定了克利奥帕特拉的幼子继承王位；另外还有人认为佩狄卡斯之子阿明塔斯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就在他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亚历山大动手了。克利奥帕特拉之子的支持者们远在外省作战，尚未知晓腓力已死，阿明塔斯也不过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与他们相比，亚历山大早已成为令举国人民骄傲的人物。人民同情他所遭受的压制，为能拥有这位青年英雄而自豪的军队更是被他牢牢握在手中。所有外部因素都有利于他。当那位同名的林卡斯人如前所述尊亚历山大为王时，他立刻便为所有人所接受了，只有平日里便牢骚不满的人例外，但他们的牢骚也很快就销声匿迹或是被压了下去。事实上，当时马其顿王位根本没有任何继承规则可言。阿塔拉斯、克利奥帕特拉、她的幼子以及谋杀腓力的凶手都被处死。不过这种被某些人认为“不可原谅”的残酷行为，事实上也只是亚历山大为自保所做的必要行动。进一步来说，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惯例做法。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一书中甚至还提倡一位君主必须为确保王位而担负一些“义务”，而他所说的这些所谓“义务”也绝不比亚历山大的行动更为高尚。纵使亚历山大是一位超越时代的伟人，但除去作为一名战士以外，他也绝非完人。阿明塔斯也许确实拥有优先继承权，
(5)

 但他既没有争取王位，也没有能力将马其顿的权力发展维持下去。最后他也被以密谋反对亚历山大的罪名处死了。我们在本书中只简单地将事实经过记录下来，不会讨论这些政治行动的是非对错。

尽管只有20岁，亚历山大却已经十分成熟镇定。登上王位不久之后，他便彰显出了作为国王所需的一切素质。他首先检阅了军队，并对军队说道：“国王尚在，只是变了名字而已。”国王的权威、法令、愿景以及领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腓力即位时，马其顿只是一个小国，但他却将其建设成了除波斯以外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作为文明世界的中心，马其顿在世界经济中也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腓力和亚历山大都不是希腊人。在他们之前，马其顿既不像波斯一样专制，也不像希腊那样自由平等。普通马其顿人都是历经风霜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无疑也享有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自由权利。在腓力的统治下，马其顿农民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从社会作用来看，马其顿的军队也就是一种公民大会，追求自由即为他们的最高本能。这个马其顿王国要比当时其余各国都更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腓力的权力之下，他身边的近臣也一步一步得到成长。虽然他们有时会喝得酩酊大醉（酗酒自古以来便是马其顿的传统），但任何希腊城邦都不曾有过这样高效、富有教养的宫廷臣子，或是如此盛大的宴会和运动会。除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以外，世界从未见识过像腓力这些手下这样如此充满智慧的重臣，也从未出现过像马其顿这样辉煌且井井有条的国家。据说就连雅典派来的特使都曾为佩拉的繁荣而震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腓力都要算是胸怀最为宽广、最坚强也最能干的君王之一。只有他的儿子，凭借足以使一切旁人都显得渺小的超人成功，才超越了腓力自己。诚如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所言：“总之，欧洲从未诞生过像这位阿明塔斯之子一样的人物。”



————————————————————


(1)
 希腊抒情诗人。


(2)
 从阿基劳斯一世至亚历山大之父腓力二世前，马其顿国王依次为克拉特鲁斯、俄瑞斯忒斯、阿基劳斯二世、阿明塔斯二世、保萨尼阿斯、阿明塔斯三世、阿吉乌斯二世、复位的阿明塔斯三世、亚历山大二世、托勒密一世、佩狄卡斯三世以及阿明塔斯四世，其中最后一位曾与腓力二世共同在位三年。


(3)
 即亚历山大城之意。


(4)
 此腓力并非腓力二世，此亚历山大也并非亚历山大大帝。


(5)
 腓力二世即是从这位阿明塔斯四世手中接过王位。由于当时阿明塔斯仍是婴孩，腓力从未将他视为威胁，甚至还将一个女儿嫁给他作为妻子。



第十二章　腓力的军队

亚历山大大帝从其父马其顿的腓力那里所获得的遗产，与腓特烈大帝从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那里所获得的遗产一样——一支组织、武器、装备、纪律远强于当时任何其他武装力量的军队。

腓力是第一位将当时那种仅在战时强制成年男子服役的义务民兵军队转变成常备军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马其顿拥有一支40000人的常备陆军。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国王担任统帅，在军队中将自由民置于专制指挥之下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马其顿压倒了希腊，因为后者的人民已经不再愿意服役，城邦只能依赖于雇佣兵、志愿兵或顶替服役的次等公民。即使是民兵兵役本身，若没有能与常备军相提并论的纪律和操典，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能算是正规军。早期的希腊人曾经拥有过与常备军非常接近的纪律水准，但之后凝聚力却逐渐从希腊的方阵中流逝。如果人们可以将南北战争初期我国那些志愿兵与腓力时代的希腊军队相提并论，那么腓力的马其顿军队便要相当于现在的普鲁士步兵。而在南北战争的后期，不少久经战火的美国志愿兵都已经被磨炼得可以和最好的正规军相抗衡了。毫无疑问，希腊人依赖志愿兵役的习惯来自于他们对自由发自内心的追求，就如同美国人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一样。但作为一架战争机器，马其顿人的常备军制度要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的希腊国家。

当腓力在公元前359年取代佩狄卡斯三世被拥立为王时，马其顿的步兵装备仍十分原始且参差不齐。步兵们大多是穿着兽皮的牧羊人，使用着柳条编织的盾牌和各种拙劣的武器。与其称其为一支军队，倒不如说是一群土匪。骑兵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事实上也是整个希腊最好的骑兵，而其余希腊城邦仍忽视着骑兵的作用。他们受训以密集队形冲锋，使用一根较短的骑枪作为武器。但即使是这些骑兵，也很难称得上精兵。

腓力认清了自己的骑兵并不够好，而且他也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对抗底比斯、雅典和斯巴达方阵的步兵。由于腓力曾在底比斯接受教育，熟知伊巴密浓达通过高超战术击败斯巴达无敌方阵的战史，因此他决心建立一支能够击败底比斯的步兵。希腊重步兵此前一直装备着一块大型圆盾、一柄短剑和一支单手使用的长矛，后者长度可能在6英尺至8英尺之间，很少能达到10英尺。在短兵相接中，重步兵使用背面装有把手的盾牌挤推对手、保护自己，并视情况使用长矛或短剑攻击对手。腓力则发明了双手使用的萨里沙长矛，其伸出前排的长度足以让使用较短武器的希腊重步兵根本无法企及己方，腓力借此超越了希腊方阵。在喀罗尼亚会战中，底比斯前排的重步兵几乎全部被萨里沙长矛刺杀。凭借被萨里沙长矛武装起来的方阵，腓力使希腊跪倒在自己脚下，其子亚历山大则从军事生涯的开端便始终因他的军事天才受益匪浅。

在征召士兵时，腓力首先会征召马其顿人作为军队基干；其次征召附庸部族士兵，包括色萨利人、色雷斯人、配奥尼亚人、特里巴利人（Triballian）、欧德利西亚人（Odryssian）、伊利里亚人以及其他部族；再次则从同盟国，如希腊招募同盟士兵；最后，腓力也会从希腊或其他地区征召雇佣兵。在此之中，色萨利严格来讲是马其顿的同盟国，而且他们的指挥官也和希腊同盟军一样是马其顿人。

因为直到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之前，都没有任何关于希腊方阵阵型的准确描述，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任何关于两人生活时代之前的方阵细节。色诺芬时代的方阵与亚历山大的方阵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方阵的阵型、武器和操典都并不完全相同。不过通过对马其顿方阵的详细介绍，我们也足以看到其他城邦方阵的大体情况。

马其顿军事体系的建立归功于腓力，而亚历山大也并没有对他所继承的军队进行实质性改变。只有在军队中编入新的东方部队时，他才扩大了组织规模和架构来容纳它们，使军队的实力倍增。亚历山大明智地认清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父亲卓越的组织能力。但他同时却将这支军队的能力发挥到他父亲做梦也无法企及的程度。

之前我们已经对斯巴达和雅典的方阵进行了部分介绍，它们都是希腊方阵中的佼佼者，但马其顿方阵却始终作为冲击战术最理想的阵型被永载史册。在人数上，马其顿方阵要比希腊方阵大得多。其冲击力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办法估算一下：按照1887年的法国步兵战术，包括预备队在内，平均每1米宽的正面拥有大约7名士兵；而在马其顿方阵中，算上轻装部队，每1米正面拥有28名士兵，而且从前到后距离十分紧密。如此密集的纵深，使其在队列整齐情况下的冲击根本无法阻挡。

方阵最基本单位为16名重步兵前后排列的“行”（Lochos），站在最前的一人为行长（Lochagos，相当于士官）。第二位是一名领双饷的士兵，第三位的军饷也会因勇猛过人而比普通士兵更高一些。站在最后一位的也是一位副军士（Uraogs）。各行之间的序列是以从右向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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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的基本单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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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盾兵



马其顿重步兵分为持盾兵（Hypaspists）和步行伙伴（Pezetaeri）两种。前者位于方阵中右翼的荣誉位置，但通常都会被单独使用在全军的其他部分；后者作为普通的重步兵，居于方阵的左翼。持盾兵完全由志愿服役者组成，在两种重步兵中地位较高，其中最英勇的成员则被组成近卫步兵，由一位显赫的军官指挥；剩下的持盾兵常被称为“其余的持盾兵”，他们被组成规模为500人的团（后来增加至1000人），每团拥有一位团长（Chiliarch）。持盾兵接受近距离格斗和快速行进的训练，尽管他们也穿着全套盔甲，但相比步行伙伴还是要更轻一些。持盾兵装备单手使用的绪斯同长矛、短剑以及一块大盾。持盾兵有时也会被称为银盾步兵（Argyraspid），但这一名称有时也会被一些史学家用来指代另一个兵种——轻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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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伙伴



如《荷马史诗》所言，在早期的军队中，贵族可能会作为“国王的伙伴”（Hetairoi，在马其顿军队中意为伙伴骑兵）在军队服役。这些人可能是他们国土最早征服者的直接后裔，但相比世袭头衔的说法，这些人更可能是财富达到标准、按照古代习俗应在国王身边服役的阶层。在腓力的军队中，伙伴骑兵可能包括大量原先统治着山区，但后来臣服于马其顿的家族。步行伙伴最初则是国王的近卫步兵，但后来其规模逐渐扩大，并最终在腓力手下成了普通重步兵。与此相仿，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国家会将普通步兵团也冠以“近卫”头衔。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步行伙伴在平时会佩戴传家的宽边圆帽（Kausia），但也有说法称宽边圆帽应是国王用来与他人区别的头饰。无论如何，在会战中步行伙伴都会佩戴头盔、胸甲（或护胸）、胫甲（或护腿）。他们所穿的鞋子很少会被提及，不出意外应是普通的草鞋或者靴子。步行伙伴使用萨里沙长矛，按照波里比阿斯的说法，其长度达到了14腕尺（Cubit）
(1)

 ，即21英尺。而训练用的长矛还要再长两腕尺，达到24英尺长。他们将盾牌挂在左肩上，以避免盾牌将左臂完全占用，盾牌尺寸则以能够完全覆盖一名蹲下的士兵为限。另外，他们还佩有一柄可供劈砍、刺杀的短剑。盾牌正面通常会被绘上鸟类、野兽或者出生城镇的标志。士兵们在战斗时会握持距离长矛末端6英尺的部位以保持平衡，因此向前伸出的长度为14英尺。方阵最前方的5排士兵平握长矛，其余士兵则竖直握持或将长矛靠在前一名士兵的肩膀上。只有体力最好的士兵，辅以长期的体能锻炼和大量的操练，才可以成为能够依照命令施展动作的方阵步兵。一些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始终质疑波里比阿斯对于萨里沙长矛的描述，认为其单位“腕尺”事实上应该是“英尺”，但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质疑这些绝对的数据，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国家使用的长矛长度以及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所达成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格罗特（Grote）曾做过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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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其顿宽边帽
	希腊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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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甲
	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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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子
	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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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牌



4个上述的行，组成一个拥有64人的“四行队”（Tetrarchia，相当于今日的排），并由站在最右侧一行前方的四行队长（Tetrarch，相当于今日的排长）指挥。两个四行队组成一连（Taxiarchia，有时也被写作“支队”Taxis），拥有128名士兵，由一位连长（Taxiarch）指挥。最优秀的士兵位于全连的前后两端，不如他们那样可靠的士兵则位于全连的中间。由行长组成的第一线就如同是淬过火的战斧利刃一般锋利。两个连则组成一个营（Syntagma或Xenagia），包括256名士兵。这个16行、16排的营，是马其顿基本的战术单位。其营长（Xenagos或Syntagmatarch）手下拥有一位站在全营后方的副营长（Uragos，与先前的次级士官名称相同）、一位副官、一位通过举高或放低营徽来传达命令的旗手、一位负责其他日常事务的传令官以及一位号手。这些军官为全营提供了充足的指挥官和督战官，每人都拥有自己明确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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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队形下的方阵步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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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开队形下的方阵步兵营



一个团（Chiliarchia，有时也被称作“支队”Taxis）由4个营组成，由团长（Chiliarch或Strategos）指挥1024名士兵，人数与我们现在的团级编制相当。至于“支队”一词则经常会被滥用，很多历史学者会用这个词来称呼任何规模的分遣队，因此在不同场合下会指代不同的编制。事实上，与所有现役的军队一样，军队中所有编制的人数都具有必要的弹性，而编制也经常会被打乱。16个营，也就是4个团可以组成一个拥有4096名重步兵的方阵，并拥有常备的附属骑兵和轻装部队。这与我们现代的旅概念相当，其指挥官被称为方阵司令（Phalangiarch），相当于旅长。另外，两个旅相加则成为一个双倍方阵（师），拥有8192名重步兵，4个旅则组成一个大方阵或四倍方阵（军），拥有16384名重步兵，双倍方阵的指挥官被称为双倍方阵司令（Diphalangiarch），大方阵指挥官则被称为四倍方阵司令（Tetraphalangiarch）。但这两个编制和名称都很少出现。“团长”一词却会被用在各种官阶的人身上，
(2)

 而本书的主要参考对象——阿里安的《远征记》与很多其他史学家的作品一样，通常会直接使用指挥官姓名来称呼其麾下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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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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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放长矛的步行伙伴



军队中拥有大量奴隶伴随方阵行军，为士兵驮运给养甚至武器。重步兵和重骑兵的给养和装备重量通常在60磅以上。有时由于一些情况或在指挥官直接命令之下，奴隶数量会大幅减少，此时重步兵们便要自己背负武器和给养。

在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步兵背后，按照规定应拥有数量相当于方阵步兵一半的轻盾兵，其正面宽度与方阵相同，纵深则减半为8排。我们在这里将略过轻盾兵各级编制和指挥官的名称，因为其编制结构与方阵步兵非常相似。轻盾兵由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首创，属于轻步兵，装备介于重步兵和散兵（Psilos）之间。他们拥有一块小圆盾、短矛和短剑，以一条宽阔的金属腰带保护腹部。有些学者认为持盾兵也属于轻盾兵，但他们更可能是方阵步兵的一部分。虽然各时代的轻步兵在装备和纪律上都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也相差不多。阿吉里亚人（Agrianian）作为亚历山大手下最优秀的部队之一，装备与轻盾兵相近，只不过经常被划作普通散兵。在持盾兵中，有一部分担负着近卫步兵的职责，他们也是整个步兵部队最精锐的力量。通常情况下，持盾兵所能负担的任务类型要比步行伙伴更多，其行动也要更为快速敏捷，同时又要比轻盾兵和轻步兵更具稳定性，非常适于进攻或驻守高地、强渡河流、支援骑兵、重要夜间值更以及夜间攻击等任务。他们可以按照命令执行轻、重步兵的任何任务。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持盾兵由帕尔梅尼奥的儿子尼卡诺尔（Nicanor）指挥，我们在后文中也将读到此人。

在一个方阵的前方，还部署有1024名轻装散兵，他们也同样属于轻步兵，包括投石手、弓箭手和标枪手。重骑兵（Cataphracti），通常使用长剑或者长枪，但有时也会装备标枪、战斧，并配有小圆盾、头盔、胫甲和带马刺的靴子。按照操典规范，重骑兵应位于方阵两侧，但亚历山大会依照实际环境调整他们的位置。此外，骑兵和轻步兵的数量也并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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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绳结投掷标枪
	带马刺的希腊草鞋




通常情况下一个四倍方阵的兵力数量如下：


重步兵——16384人；

轻盾兵与轻步兵——8192人；

轻/重骑兵——4096人；

总计——28672人；

若再加上军官，则所有部队人数总计在30000人左右。
(3)





另外，方阵步兵也有另外一些编组方式，而每个支队也都会有自己的指挥官。但就像对太小的战术细节一样，我们不会对这些官阶和序列的细节加以讨论。

作为总结，在此列出一个大方阵的编制和官阶序列：


行（班），16名重步兵，由行长（士官）指挥；

四行队（排），64名重步兵，由四行队长（排长）指挥；

连，128名重步兵，由连长指挥；

营，256名重步兵，由营长指挥；

团，1024名重步兵，由团长指挥；

方阵（旅），4096名重步兵，由方阵司令（旅长）指挥；

双倍方阵（师），8192名重步兵，由双倍方阵司令（师长）指挥；

四倍方阵/大方阵（军），16384名重步兵，由四倍方阵司令（军长）指挥；

辅以骑兵和轻步兵，构成总计拥有28672名士兵的军队，由国王或特别指派的指挥官（通常是一名侍从副官）作为其总指挥官。
(4)





毫无疑问，上述序列只是方阵的基本组织结构。其人数和编制在战场上会因士兵伤亡和任务需要而随时变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亚历山大进入亚洲之后，由于引入了东方部队，他对军队结构做出了一些改变，但总体而言仍维持着腓力时代的编制。

按照阅兵/疏开队形，每个方阵步兵会占据一块6英尺见方的空间，并竖直握持萨里沙长矛。在密集战斗队形中（这也是通常在战场上使用的队形），每名方阵步兵占据的空间将缩小到3英尺见方，左脚在前以确保身体左侧的空间能够被盾牌覆盖。方阵前5排水平握持萨里沙长矛，其余11排则竖直握持长矛或将其倚靠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并可借此阻拦大量矢石。第一排的萨里沙长矛伸出方阵前端14英尺，第二排伸出12英尺，第三排伸出9英尺，第四排伸出6英尺，第五排伸出3英尺。如果使用训练用的长矛，则前6排的长矛都能伸出前排士兵身前。所有水平握持的长矛前端都会略微向下倾斜。在采取防御队形或进攻设防阵地时，方阵还可以结成“龟甲阵”（Tortoise）或“结盾阵”（Synaspism）。此时行列中的士兵互相紧贴，每人只占据1.5英尺见方的空间，第一排士兵用盾牌护住身体正面，其余士兵则将盾牌举过头顶，互相扣在一起。盾牌连接起来之后，其坚固程度甚至足以供弓箭手或投石手从上面走过，或是像后来实战中那样让车乘从上方碾过而伤害不到士兵。在抵御攻击时，重步兵右膝跪地，将盾牌靠在左膝上，其下端着地。这种姿势是由雅典将军卡巴里亚斯（Chabrias）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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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队形下盾牌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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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步兵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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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阵步兵行每位士兵握持萨里沙长矛角度示意图



伊巴密浓达可能是第一个完善了重步兵训练操典的将军，而伊菲克拉特斯是第一个完善了轻盾兵的将军。腓力和亚历山大又更进一步。在他们的操练之下，马其顿的方阵步兵可以组成或大或小的环形阵（其作用与现今士兵组成四方阵相同）；或是两翼突前的内凹阵以包围敌军；或是两翼后退组成外凸的阵型来同时应对正面和两侧的攻击；或是组成第一排只有三人，其后人数逐渐增加，第17排至第24排固定为36人的楔形阵；或是组成钳形阵
(5)

 来阻止楔形阵的进攻。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是一个纵队的纵深超过了宽度，在当时都可能会被称为楔形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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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阵和新月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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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形阵
	内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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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乱行列后的队形



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方阵能够做到向左右两侧旋转90度或45度，甚至完全转向背后。无论横排前进或是纵排行军时都可以做到随时掉转方向。如果想要将正面的横排人数加倍，则由每个纵行的双数排士兵向前一步站到前排士兵的左侧。方阵步兵们也可以在前进过程中为前排的两侧提供掩护，此时每行后半的士兵将不再跟随前排士兵，而是分成小队填充在左右两侧的空当之中。方阵步兵还会接受使用不同武器的训练，以及用不同的速度向左、右两翼甚至背后前进。除此以外，马其顿人在训练中还会训练很多其他的阵型或者机动。
(6)



在通常的战斗队形下，一行的深度为48英尺。在每人占据3英尺见方空间的情况下，一个连正面宽24英尺，一营宽48至50英尺。在不计每个营之间空隙的情况下（关于各营之间空隙的问题，史料记录往往互相矛盾，无法准确估计），每个方阵步兵团的宽度即为200英尺。这样一来，在将轻步兵和轻盾兵分别布置在方阵前后的情况下，一个方阵将占据800英尺宽的正面，而一个四倍方阵则占据3200英尺的正面，也就是0.6英里左右。

指挥官的口令、号声、军徽、短剑或者长矛都可以作为向方阵步兵下令的手段。高举的军徽代表前进，放平的军徽代表撤退，竖直举起一根长枪并立定在原地则意味着要求谈判。波里比阿斯还说当时存在一种烟火信号，但这一点已经不可考了。

腓力在军队中施行最严格的纪律，对违纪的惩处迅速而严厉。在公元前338年，两名高级军官因违规将一名女琴手带进军营而被革职。军营里禁止女性出入在古代军队中并不常见，亚历山大进入东方后也并没有坚持施行这项规定。

亚历山大在军队中编入的骑兵要比之前任何人都多，而且对于骑兵的运用也是所有人中最好的，他在骑兵战术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在伊巴密浓达手下，骑兵数量约占全军的1/10。在亚历山大手下则达到了1/6甚至1/4。他认清为对付波斯军队中数量庞大的出色骑兵，自己也必须拥有足够的骑兵部队。在亚洲，骑兵是主力部队，而且亚洲骑兵也总是十分出色。

按照惯例，马其顿军队中的重骑兵由马其顿人和色萨利人组成，而轻骑兵则由色雷斯人和埃托里亚人（Aetolian）组成。骑兵基本单位为64人的中队（Ile），在战场上采用正面16人、纵深4排的阵型，其地位相当于一个方阵步兵营。四个中队组成一个骑兵团（Hipparchy），由一位官阶与方阵步兵团长相当的骑兵团长（Hipparck）指挥。两个骑兵团构成一个骑兵旅（Ephipparchy），与方阵地位相当。两个旅构成“一翼”，相当于双倍方阵。当64个中队或两翼被集中在一起时，他们便组成4096人的骑兵军（Epitagma），相当于大方阵。但很少有军队能够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骑兵，即使拥有这么多也不会集中在一起使用。上述为规定的编制，但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伙伴骑兵中队的人数便超过了150人，而他们的指挥官军阶也与普通军官不同。另外亚历山大在东方对骑兵进行改组后，其编制也发生了变化。本章所述者仅限于腓力时代的马其顿陆军。不过亚历山大对其进行的改编也并没有触及这些已经被证明极有效率的基础编制。整支军队拥有非常良好的纪律，这一点无法用语言描述，而只能从他们的功绩中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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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64人的骑兵中队（密集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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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骑兵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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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乱行列的菱形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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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阵
	打乱行列的四方阵




亚历山大对骑兵的大幅改良使他们远比先前的任何骑兵都要优越。这些骑兵以一排四骑的纵队行军，做小规模冲锋时则组成宽度、纵深均为八骑的正方队形。他们也能组成楔形或三角形的队形，视情况以人数最少的顶角
(7)

 或人数最多的底边
(8)

 发动冲锋。有时他们还会以菱形队形发动冲锋，以便能够随时转向任何一个侧面。在面对数量更多的敌人时，马其顿骑兵经常被史料描述为“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发动冲锋，这一说法的具体战术意义我们已经无法准确得知。可能这代表着某种斜形序列。通常来说，骑兵会被部署在方阵的两翼，以保护其脆弱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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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重骑兵



马其顿的骑兵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马其顿重骑兵，他们每人均拥有一个骑马的仆人或者侍从。最初马其顿重骑兵会拥有两到三名奴隶随行，直到腓力和后来的亚历山大时期，才将侍从人数减少到了一个。马其顿重骑兵都是志愿服役的，他们也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腓力将这些年轻贵族集中在一起，给予他们最好的军事训练和最有见识的政治教育。正因为此，他们不仅能够担任军事指挥官，也同样能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担任要职。马其顿重骑兵在战场上佩戴头盔，穿着全套铠甲，并配有盾牌，使用长矛和短剑作为武器。他们的坐骑同样配有包括护额和护胸的全套装甲。这些人便是著名的伙伴骑兵。在他们中间，第一个中队还担任近卫骑兵的职责。在国王的注视之下，伙伴骑兵们会不停地争夺容荣誉和声望。伙伴骑兵是国王最得力的部队，没有任何亚洲骑兵可以抵挡他们的冲锋，也没有任何步兵能够抵挡他们的进攻。他们是亚历山大所有会战的决定性力量。对大流士的追击则是他们行军能力的绝佳例证：当时他们在11天之内行军了3000斯塔德（366英里），而这还是在顶着烈日，并且途中还要穿过一片沙漠的情况下完成的。伙伴骑兵的团长由帕尔梅尼奥的儿子费罗塔斯担任，他也是持盾兵指挥官尼卡诺尔的兄弟。总计有8个中队的伙伴骑兵跟随亚历山大进入亚洲，分别由克雷塔斯（Clitus）、格劳西阿斯（Glaucias）、阿利斯顿（Ariston）、索坡利斯（Sopolis）、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梅利埃格（Meleager）以及赫格罗卡斯（Hegelochus）指挥，每个中队均拥有200名或更多的骑兵，其中克雷塔斯的中队为近卫骑兵，通常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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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225人的伙伴骑兵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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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兵



马其顿全部的伙伴骑兵总计可能是16个中队，分别从国土的16个地区征召，每个中队的人数在150人至250人不等。与底比斯圣团相同，这支部队的价值在于出众的军事素养，其有限的人数在所有部队中则只占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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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的笼头



按照惯例，马其顿所有军官和行政官员都是从伙伴骑兵或近卫骑兵中选出或晋升而来的。伙伴骑兵也担负有军事法庭的职责，负责审判一些军事案件，而战争议会也由他们构成。这些职责是否仅局限于近卫骑兵则并不明确。但无论如何，伙伴骑兵在军队和政府都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宫廷帮派的核心人物。

色萨利人同样也是重骑兵，其效率仅次于马其顿重骑兵。他们中的一些中队还包含了色萨利贵族。哈帕拉斯的儿子卡拉斯（Calas）负责指挥所有色萨利骑兵。由米内劳斯（Menelaus）之子腓力率领的希腊辅助骑兵通常会与色萨利骑兵一同行动，但二者仍是互相独立的部队。

在伙伴骑兵和色萨利重骑兵之下，马其顿陆军中还拥有使用刀剑和标枪的轻骑兵，其中大部分均为佣兵部队。后来亚历山大还建立了一支专门的萨里沙枪骑兵（Sarissophori）。至于他们与普通枪骑兵的区别，只知道他们使用的长枪要比普通枪骑兵更长。最后一等的骑兵则是希腊语中所谓的“两用战士”（Dimachias），也就是既可以步行作战又可骑马作战的轻龙骑兵。他们拥有轻型的铠甲和盾牌，使用刀剑和既可用于刺杀又可投掷的投枪。他们在会战中首先与对方接战，会战后则被用于追击溃败的敌军。这些轻龙骑兵可以算作骑马的轻盾兵，介于重骑兵和普通轻骑兵之间，一些轻龙骑兵还会携带弓箭。

马其顿军队中的轻骑兵通常从同盟国中招募而来。亚历山大经常将弓箭手、轻盾兵、标枪手，甚至有时还将持盾兵与骑兵混编。这些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在阻止队伍发生混乱方面的作用，而弓箭手更是在所有的行动中都能跟得上骑兵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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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农神庙中的骑手浮雕



[image: ]
方阵阵型



当时的骑兵并没有马镫，马蹄也不钉掌。但这些骑兵能够安然度过漫长冬季并能够在山地行军，证明他们对马蹄的处理方法非常有效，而这些马匹本身更是极为坚韧。这些骑手坐在一块由马肚带系在马背上的毯子上，其中有些毯子很像后来的鞍架。骑兵所受的训练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能够像拥有马鞍和马镫那样稳坐在马背上。当然，他们不能靠着马镫从马背上站起来砍杀或刺杀敌人，因此行动也受到限制。但敌人也同样如此，而他们的训练使他们强壮而活跃。尽管有着这些限制，这些骑兵仍能安坐在战马上。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像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装饰雕像中所表现的那种高超骑手了。古代骑兵必定是完美的骑手，否则那些雕像便不可能被依样制造出来。

腓力在军队中还组建了一支由老兵组成的预备队（类似于拿破仑的老近卫军），随时准备进行决定性的一击。照一些史学家所言，在进入亚洲的近卫军中有不少年龄高达60至70岁的老兵。亚历山大倾向于将伙伴骑兵当作老近卫军那样的力量。这支部队由全国最显贵家庭的子弟组成，他们从少年时代起便一直接受军事训练，因而能够胜任国王的任何任务。在他们之中，近卫骑兵家世最为显赫，装甲和武器也要比其余伙伴骑兵更好，他们中所有人都深受国王本人信任。

亚历山大的骑兵似乎并不互相紧贴着并排前进。这些骑兵之间会略有一些间隙，但仍能够保持队形阵线齐整。至于这些骑兵所占据的空间具体是多少，我们并不清楚。但通常而言，一名骑兵会占据前后10英尺、左右40英寸的空间。因此一个四排的骑兵中队纵深可能与一个16人的方阵步兵行相差不多，都在50英尺左右。一个骑兵中队占据的正面宽度也不能确定。如果两马间距为6英寸，则一个中队即占据60英尺正面，一个团则占据480英尺正面。在拥有完整骑兵的情况下，即左右各有一个排成前后两条战列的骑兵团，
(9)

 一个方阵将占据1/4英里宽度，其中的7000名步兵占2/3左右的长度，1000名骑兵占1/3。但事实上，很少会有方阵依照这种部署行动。

马其顿人、配奥尼亚人组成的轻骑兵由阿里斯托（Aristo）指挥，而欧德利西亚人在阿伽托（Agatho）带领下赢得了高效的声誉。马其顿枪骑兵则由林卡斯人阿明塔斯指挥。以上所有这些骑兵都被称为“先锋战士”（Prodromari），即骑兵中的散兵部队。最后，亚历山大还拥有从亚洲征召的大批非正规部队，既有步兵也有骑兵，如投石兵、弓箭手和标枪手。其运用很像奥地利人在七年战争中使用的潘都尔士兵（Pandour）、今日德国的骷髅枪骑兵（Uhlanen），以及俄国哥萨克骑兵（Cossack）。从哈伊莫司山（Mount Haemus）征召而来的阿吉里亚标枪兵由阿塔拉斯指挥，他们是轻装部队中地位最重要的，也是人数最多的。西塔西斯（Sitalces）指挥下的色雷斯标枪兵也同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有效使用。他们是军队的侧卫部队。克利尔库斯是著名的克里特弓箭手首任指挥官，但史料中经常提及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常因阵亡或受伤而更换。这些弓箭手曾三次失去他们的指挥官。

步兵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10)

 ：第一等为步行伙伴，即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步兵；第二等为使用单手长矛的持盾兵；第三等则是轻盾兵，他们可以算作组织整齐、装备精良的轻步兵；第四等则是散兵，包括弓箭手、投石手和标枪手。在骑兵中，第一等为伙伴骑兵、色萨利骑兵以及一部分希腊重骑兵；第二等为轻骑兵和装备优良的雇佣骑兵；第三等为枪骑兵和龙骑兵；第四等为非正规游牧骑兵，其装备五花八门。

在腓力之前，轻装部队并不受希腊人重视，很少使用，而且也没有太多声誉。他们从贫民中征召而来，装备恶劣，而且纪律也很差，在战斗中既不坚定也不可靠。直到亚历山大终于将他们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并让其执行合适的任务，才终于彰显出轻装部队的价值。

在当时，并不存在严格的所谓“工资标准”。小居鲁士为克利尔库斯
(11)

 的重步兵每人每月支付1个达里克（Daric），约等于4美元
(12)

 。德摩斯梯尼在《斥腓力》一文中曾提及一名步兵每月的军饷为10德拉克马
(13)

 ，约为两美元。雅典和阿戈斯（Argives）之间曾达成过协议，每天为每位骑兵支付1德拉克马，而步兵则为3奥波勒斯（Oboli）
(14)

 ，前者合27美分，后者则为13美分。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肢体的士兵每天能够得到1奥波勒斯（4美分多一点）的补助。息诺普（Sinope）和赫拉克里亚（Heraclea）为色诺芬的士兵开价每人每月1基齐库斯（Cyzicus）
(15)

 。索瑟斯（Seuthes）也为他们开出了同样的价格，相当于5.5美元。其余想要雇佣他们的人则开价每人每月1达里克（4美元）。
(16)

 德洛伊森（Droysen）
(17)

 曾进行过非常细致的估算，认为马其顿骑兵的军饷为每人每月300德拉克马，约为60美元；同盟骑兵250德拉克马，约50美元；方阵步兵84德拉克马，约17美元；除此以外每人还能得到相似数量的补助以供购买食物。从很久之前，希腊人便有发给士兵与军饷同等的伙食补助的习惯，但德洛伊森所估计的数字明显过高。也许亚历山大曾慷慨地发给士兵比这些数字还要更高的赏金，但日常军饷是否会有如此之高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每月1达里克的数字看起来更加接近事实，要么就是德洛伊森给出的数字应为年俸而非月饷。

在全军排成战斗序列时，虽然序列会因环境不同而随机而变，但方阵总是位于中央，几个方阵步兵团或者旅总是在他们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从右向左排列。按照惯例，这些旅每次都会根据一定的规定改变排列顺序。持盾兵会被部署在方阵右侧，其中近卫步兵会占据最右侧的位置。在持盾兵右侧则是8个中队的马其顿骑兵，同样会在每次会战中改变排列顺序。
(18)

 在他们的右侧还部署有轻装部队，包括枪骑兵、配奥尼亚人、阿吉里亚人和右翼的弓箭手，这些部队是全军的侧卫和散兵，负责保护右翼，在会战中首先与敌军交锋。在方阵左侧，如果没有被指派用于保护营地，则色雷斯标枪兵会被部署在这里，与方阵右侧的持盾兵位置相当。在他们的左侧是希腊同盟骑兵，再左侧是色萨利骑兵，之后则是阿伽托率领下的欧德利西亚骑兵等轻装部队。左右两翼的界限则位于第三个和第四个方阵步兵旅之间。
(19)



上述序列绝非一成不变的。亚历山大特别乐于研究战术和阵型，并依据所面临的情况来调整部队。有时方阵会被分为右翼、左翼和中央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再被一分为二，留出空隙以供前方的散兵撤退。不过除此以外，方阵的行列中似乎还会存在另外一些空隙。方阵最右侧是荣誉位置，方阵指挥官即站在此处，他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指挥战斗，同时也要作为士兵中最勇敢的一员奋勇杀敌。

腓力以及亚历山大大幅改进了原先希腊式方阵的组织结构和纪律性。为了使他们能够面对他们可能面对的一切，方阵步兵被打造得至臻化境。他们被教导永远不要等待对方攻击，而要主动出击。重步兵和轻盾兵受训以冲力作战，由各旅组成的小方阵保持着20至40英尺间隔独立运动，互相支持，每支部队都是彼此的预备队。骑兵攻击更是拥有超群的快速和锐利（亚历山大在这方面要算是腓特烈的老师），他们仰赖自己的冲锋气势，就如同方阵仰赖自己的重量一样。即使被击退，马其顿骑兵也总是能一次一次地集结起来再次冲锋。轻步兵和轻骑兵在战线中没有固定位置，但通常会填充在各重装部队之间的空隙中，凭借不知疲倦地运动来保护各个部队，以及方阵暴露的侧翼。

马其顿人行军时对于地形和兵种的重视在当时非常罕见，而其行列所覆盖的距离通常也非常巨大。

四倍方阵很少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方阵行动，而是会被分为数个部分或支队单独战斗，每个部分都被称为一个方阵。有时亚历山大会将其中一个方阵部署在其余方阵背后，用作预备队或增加战线纵深。有时也会有不止一个方阵被用作预备队，抵御来自背后、右翼或者左翼的攻击，像阿贝拉会战（The Battle of Arbela）便是如此。亚历山大一个最显著的优点，便是能够依据情况快速调整部队的阵型部署，而这些部署很多都不在当时的阵型惯例之内。举例而言，在伊利里亚的佩利乌姆（Pelium）平原上作战时，由于位于地形狭窄的山区，亚历山大曾将方阵排成了120排的巨大纵深。阿里安将此称为“楔形”（Cuneus）队形。而在跨过多瑙河之后，亚历山大又将方阵步兵组成中空的四方队形，并将弓箭手和投石手置于其中央，就如同布拉西达斯和色诺芬所做的那样。无疑亚历山大是借鉴了二人的办法，但他又能将自己借鉴来的东西加以改进。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以高超的技巧组建了两支侧卫部队
(20)

 ，并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在海达斯佩河会战（The Battle of Hydaspes）中，他又以同样的先见之明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迂回了波鲁斯（Porus）的右翼，获得了同样有效的结果。

腓力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对当时的“炮兵”也做出了巨大改进。亚历山大是第一位用合理方式建造这些攻城器械，并将其安装在四轮车上，以使他们能像今天的野战炮兵一样随部队行军的统帅。在那之前，这些战争机械只会被用在围攻战之中。因为随时可以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经常使用它们来攻击隘路、防御工事、掩护渡河或应付各种突发情况。腓力和亚历山大还将相应人员组成专门的炮兵连。在腓力手中，马其顿陆军总共拥有150个炮兵连，同时还有125个炮兵连留作备用。

按照普林尼（Pliny）
(21)

 的说法，巨弩（Catapult）是由叙利亚人（Syrian）发明的。它们相当于安装在平台上的巨型弓弩。其推力来自于绑在弓背上、拧成股的绳子或者动物的筋。弓弦与绞盘相连，发射时则利用一块弹簧释放。巨弩可以发射重量在10至300磅之间的巨型铁头箭矢或者整根长矛，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巨弩似乎可以被称作古代加农炮。
(22)

 它们的射程可以达到将近半英里，并能在500步距离之内保持不错的精确度。有些巨弩还被用来发射大量的沉重霰弹，而非箭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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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弩



抛石机（Ballista）源自于腓尼基人，可投掷50磅或者更重的石块，相当于古代的臼炮
(23)

 ，可将弹丸投掷大约半英里远。抛石机拥有一根粗重的木制梁臂，其末端为勺形或碗状，另一端则由绳股或动物的筋连接在木制骨架上。在发射时，通过绞盘拧紧绳股将梁臂拉至接近水平位置，将弹丸放在梁臂末端的勺形或碗形结构中。绳股被忽然释放之后，梁臂将带着巨大动能向前转动。在梁臂被骨架顶部的木梁或绳索阻挡住之后，弹丸便会飞出，具有相当的精确度。抛石机也可以发射被烧得炽热的弹丸或者火球，有时还会将染病的尸体扔进城市中以散播疾病。这些武器具有相当的效率，在某些方面甚至能与我们现代的炮兵相提并论。在亚历山大手下，马其顿的这些攻城武器经常能像现代炮兵一样发挥巨大作用。在搬运这些武器时，马其顿人只会带走它们的关键部件，沉重的木料则可以在任何有树的地方就地取材。经由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改进之后，一架抛石机或弹射器的关键部件仅需一匹驮马或者骡子便可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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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马其顿军队的行李或者物资纵列一无所知，但他们与今天的情况应该非常相似，只是当时的驮兽更多，而现在则是车辆更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马匹都需要草料，士兵都需要口粮，但我们却并没有听说亚历山大的士兵会像恺撒的军团步兵那样随身携带20天给养。马其顿人用麻袋来存放口粮，其伙食由咸肉、奶酪、橄榄、洋葱和谷物组成。依照腓力的命令，马其顿军队中每10名方阵步兵会拥有一名苦力，伙伴骑兵也总会拥有大量仆从。据说腓力首先取消了步兵的行李纵列，之后又将骑兵的仆役减少到一人。腓力经常命令士兵们背负着全套装备、行李和给养在一天之内行军30英里进行拉练，即使在酷热的夏季也不例外。另外，军队的指挥部也需要一部分必需的设施方能履行职责。我们还知道亚历山大的军中拥有宪兵，文献中也曾提及常设的战地医院。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运输的。

我们很少能从史料中读到有关参谋部门、物资站以及工程部门的情况。但亚历山大所达成的功业便是他们也拥有极佳效率的最佳证据。马其顿的整个军事体系是腓力的杰作。当腓力即位时，佩拉不过是一个小城镇；到他被刺身亡时，佩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都市。腓力的军事部门也一定会与现今最好的国家一样得到妥当管理。这样一架完整的战争机器在当时的世界从未出现过。这就好比现在普鲁士的完美常备军体系，突然出现在一个其余国家都只有像美国一样的民兵体系的世界中。

希腊对于军营的建造非常精心。其军营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内部拥有两条在中心交汇的道路，而这里也是指挥部的所在地。一旦确定设营地点之后，数量庞大的随军奴隶就会被派去在营地周围挖掘一条壕沟，并用挖出来的泥土推成约6英尺高的围墙。这道围墙通常也会由藤蔓、乌鸦爪以及各种鹿砦加以保护。

希腊人对哨戒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当时的哨兵并不会像我们今天的哨所一样远离营地。希腊营地周围只会设置一批各由50名重步兵驻守的哨所，而哨兵就从这些哨所中向外派出。哨兵们会互相传递一个铃铛，以提醒自己保持警觉。负责环营巡视的军官也会摇着铃铛，并由一名火炬手陪同，一同完成规定的巡视圈数。而哨兵也会像我们今天的习惯一样盘问巡视军官，并交换口令（通常是某位神祇的名字）。

[image: ]
希腊营地



在行军时，方阵会以右翼在前行动，很少有例外。
(24)

 行军过程中常伴有军乐，大部分情况下是笛子演奏的，每个方阵步兵营也都配有自己的号手。不过马其顿军乐队的具体情况却只能留给众人自行想象了。当时军队在齐整步伐上花费的训练要比现在更多，因为在士兵们手持萨里沙长矛时，只有最整齐划一的步伐才能确保行列不发生混乱。

在面对敌军时，士兵们通常会高唱战歌。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方阵前进时也会保持安静，以便能更加清晰地聆听命令，直到接近对方之后才开始唱出战歌，到即将与对方短兵相接时，所有士兵又会齐声发出呐喊。每一位老兵都会记得战场上的呐喊是如何振奋人心，并终生在他耳边萦绕。亚历山大的士兵在发动进攻时总能喊出令对方惊恐万分的战吼，有时这种战吼能够对敌方士气造成非常惊人的打击。

马其顿人行军时通常会由轻步兵、轻骑兵组成前卫和后卫，并时常会由比他们更重一些的持盾兵加以支援。炮兵、辎重和战象（如果有的话）位于方阵后方。大批的口粮会由补给纵列中的驮兽或奴隶背负，补给纵列本身的长度也一定非常巨大。不过由于东方人口稠密，亚历山大也习惯于像拿破仑那样依靠征发当地粮草供给部队，不过我们并没有发现马其顿军队像法国军队那样，因抢劫而大范围丧失纪律。

很多现今在战场上最常见而有效的战术行动都源自于希腊人。如我们所见，伊巴密浓达为我们揭示了斜形序列和纵队进攻的价值，而色诺芬无疑也向我们证明了以连、团为单位排成纵队前进能够克服那些足以破坏横队凝聚力的地形。其他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关于希腊军队战术的史料既详细又复杂，其在大战术和小战术上所表现出的智慧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可是话虽如此，绝大部分会战却还是依照最简单的平行序列进行。希腊战术家们所懂得的要比希腊将军们能够实际应用的更多。

希腊人认为会战应通过单独的一次冲击决出胜负，通常也确实如此。其原因在于方阵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只要在平整地形上便不可阻挡。在进攻时，马其顿人惯于先派出弓箭手和投石手作为散兵发动攻击，并由可能部署在他们两翼的轻骑兵加以支援。在他们之后是标枪兵和持盾兵，最后则是方阵和重骑兵（不过亚历山大却总是用伙伴骑兵首先发动攻击）。轻装部队完成攻击之后，会撤退到战线的左右两端，或是从方阵之间的空隙中撤退到后方，以便为方阵让出正面空间。此时军乐将被奏响，方阵步兵开始吟唱战歌，在激励士气的同时使方阵能够以整齐的步伐前进。

所有方阵部队在前进时都会出现不自觉的向右偏移情况，因为方阵步兵虽然可以利用盾牌保护身体左侧，但身体右侧却要依赖右侧战友的盾牌来保护，他们也因此会在前进时努力寻求右侧战友的保护。这很自然地导致了方阵右翼要比左翼走得更快，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方阵指挥官站在整个方阵右翼顶点上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控制这种侧倾的倾向。有些学者甚至把斜形序列的起源也归因于此。
(25)

 因为在亚历山大几乎所有的会战中，斜形序列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后面还会多次提及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亚历山大对于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两战肯定是了如指掌的，而这两战中的斜形序列与方阵右偏的倾向绝无任何关系。

依照惯例，希腊军队在会战中只会组成一条战线，而以方阵这种16人的大密度队形也是不可能构成第二线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方阵的密集队形，假如将一部分部队组成第二线，则第一线所剩余的人数就很难组成一条足够长的阵线了。在亚历山大的会战中，敌军的兵力总是要超出自己的两翼很多，因此随时可能打击在他的侧翼上。可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经常会安排预备队，阿贝拉会战便是因地制宜打破希腊军队只排一条战线这种惯例的例子。在这场会战中，亚历山大用轻装部队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第一线，用方阵组成第二线，同时还拥有一个用来保护后方并可向左、向右旋转保护侧翼的第三线。位于右翼的骑兵和左翼的部队也相应组成了三条阵线。另外，亚历山大还习惯将大部分骑兵集中在一起以进行决定性打击，而这与任何希腊式惯例都是不符的。

在早期战争中，交战双方通常会选择一块平整的土地作为战场，军队完成集结之后，就直向着对方前进。到了亚历山大的时代，战争艺术已经不再局限于这种简单的决斗，而是会在战前进行一些机动来争取优势。后文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如何教导世人施展这些机动。同时他也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皮纳鲁斯河（Pinarus）以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达斯佩河上，作为先行者教导后人如何强渡河川。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给人们的这些启示却只被汉尼拔和恺撒等少数统帅继承了下来。

在面对敌人进行撤退时，希腊人会以环形或者四方队形行军，并将奴隶、女人、战利品以及补给纵列置于阵型中央。同时还会派出前卫、后卫以及侧卫部队。

在会战获胜后，希腊人通常会用战利品在战场上建造一个纪念碑以示胜利，同时这也是供奉战死者的祭坛。

马其顿人对于信号的传递也非常在行，他们在夜间会使用烽火，而在白昼使用信号旗。他们似乎有能力迅速而准确地传递信息。

马其顿国王的侍卫部队可能要算是历史上首个专门培养军官的机构，也可以说就是军校的萌芽。所有的高级军官均从这些侍卫中选拔而出。这些严格选拔而来的青年围绕在国王周围，保卫国王安全，为国王牵马，夜间为其营帐站岗，执行国王派给他们的机密任务。在宫廷或战场上的指挥部任职时，他们围在桌边与国王一同研习战争艺术，并因此为国王所认识。他们会接受与现代军事学校一样的训练，而他们所担负的职责也绝非闲职。这些侍卫在亚洲时担负了极为艰苦的任务，甚至于其中不少人员因此丧命。因为亚历山大总是会敦促下属竭尽全力——他本人可以持续不停地工作，因此也要求别人像他一样能干。在经过数年训练之后，这些侍卫会依据个人的特点和忠诚而被任命到合适的指挥岗位上，此后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便可走上成功之路。他们可能会一路升迁至国王身边最显赫的七位副官之一或者部队指挥官，但也可能始终挣扎于中下级指挥官的行列之中。在战斗时，这些侍卫会作为持盾兵的一部分参加会战。塞琉古（Seleucus）
(26)

 是这些近卫部队在亚洲时期的指挥官。

下列是亚历山大军中从国王开始向下的指挥关系层级。其军阶和指挥系统由腓力建立而来，军官的晋升则完全取决于其个人能力。


1．亚历山大，国王、全军总指挥官。

2．帕尔梅尼奥和安提帕特（Antipater），直属于亚历山大的大军指挥官
(27)

 。在所有拥护腓力的家族中，有两个家族最为显赫。资历最深、最受信任的副帅帕尔梅尼奥是其中一个家族的头领；安提帕特则是另一个家族的头领。在亚历山大治下的马其顿中，帕尔梅尼奥家族代表了国家的军事阶级，安提帕特家族则代表民事政府。在亚历山大远征时，安提帕特作为摄政留在马其顿，帕尔梅尼奥则伴随军队进入亚洲。亚历山大惯于指挥军队的右翼，而帕尔梅尼奥负责指挥左翼。

3．七位侍从副官（Somatophylaxe），他们既是国王的贴身侍卫，又经常被派去率领大型的支队执行特殊任务，也可能担任国王指派的任何重要指挥官，亦可能作为国王的副官。

4．四倍方阵司令。

5．双倍方阵司令。

6．方阵司令，指挥一个由4096名重步兵组成的初级方阵。

（上述三种方阵指挥官更像是临时头衔而不是今天上将、中将、少将这样的军衔。）

7．步兵旅长/团长、骑兵团长。

8．步兵营长。

9．步兵连长。

10．四行队长（排长）

11．行长。

（此外军队中还有一些骑兵军官，其军阶类似于营长、连长、四行队长、行长等四种步兵军官。轻装部队指挥官的军阶也与重步兵相似。）



国王的命令是军队中的最高法律，但国王也会经常召开战争会议以决定一些重大决策。依照法律或者先例，具体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召开战争会议则并不确定。但它们的次数很多，而且似乎是依照硬性规定而来。在这些会议中，无论马其顿人、希腊辅助部队、佣兵、色雷斯人、阿吉里亚人、欧德利西亚人、配奥尼亚人，只要军阶足够资格，均可向国王提出建议。不过在这些会议之中，马其顿人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可能要比其余民族的军官更大一些，而七位近侍副官的意见分量最重。不过除了在希发西斯河（Hyphasis）的一次例外，亚历山大向来依照自己的见解行事，而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也总是能够和下属对他的尊敬、热爱相当。



————————————————————


(1)
 腕尺为古代长度单位，根据使用地点不同，其具体长度也有所区别，1腕尺通常在444毫米至529.2毫米之间。


(2)
 Chiliarchia直译为千夫长。


(3)
 按照道奇上文中所说的编制，他似乎少算了4096名散兵，所以实际总人数应为32768人。不知为何，道奇在这个列表中将轻盾兵和轻步兵列在了一起，而且只计算了轻盾兵的人数。


(4)
 如前所述，正确人数应为32768人。


(5)
 钳形阵事实上就是反过来的楔形，整个阵型中央留出一个与楔形阵完全相同的空当。


(6)
 这些阵型和机动事实上只是用来训练士兵适应不同战场情况的。实战中方阵步兵通常只采用最基础的一营16人宽16人纵深阵型，至多在纵深和宽度上进行取舍变更。如马拉松会战时将纵深削减为四排，又或者如西诺塞法拉会战一样加倍至32排。


(7)
 正三角方向。


(8)
 倒三角方向。


(9)
 此处指将一半中队置于第一线，另一半置于第二线，而非将所有骑兵排成两排。


(10)
 此处的等级仅以装备轻重而论，并不指代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


(11)
 这里是万人大撤退里的那位希腊佣兵指挥官，不是前面那位克里特弓箭手指挥官。


(12)
 达里克为古代波斯金币，此处美元则为作者著书时的汇率，1达里克约等于现在的400美元，但购买力远高于此。


(13)
 古希腊银币，1德拉克马约合现在的20美元。


(14)
 一种价值较小的希腊银币。


(15)
 一种基齐库斯地区发行的金币。


(16)
 以上对比可以看到，波斯人为希腊佣兵支付的酬劳似乎要比希腊本土的城邦更高。这可能也是大批希腊佣兵前往波斯寻找工作的原因，从而导致希腊本土的佣兵素质往往不及波斯人的希腊佣兵。


(17)
 19世纪德国史学家。


(18)
 近卫骑兵似乎应该始终被部署在最右侧。


(19)
 马其顿军队在会战中通常会被分为两翼，由国王指挥右翼，副帅指挥左翼。而在会战中出现的脱节也总是会出现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方阵步兵旅中间。因为由精锐部队组成的右翼在亚历山大亲率之下总是处于进攻之中，帕尔梅尼奥率领的左翼往往疲于防御，无法跟上右翼的行动。


(20)
 此处侧卫与上文中由轻装部队组成的侧卫并不相同。原文为flying wings，即“飞行的侧翼”，由重装部队和轻装部队共同组成。


(21)
 罗马史学家。


(22)
 即直射火力。


(23)
 即曲射火力。


(24)
 方阵在行军时的序列与战斗序列没有区别，只是会全体向右转，原先最右侧的一行16名方阵步兵便成为行军队列最前排的士兵，其余各行跟随行军。


(25)
 事实上，由于希腊军队总是把优秀部队放在右翼，因此左右两翼的力量总是不平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可以说所有希腊军队几乎都是斜形序列。但必须注意的是，因方阵右倾而形成的斜形序列事实上并不会给己方带来什么好处。而斜形序列作为一种有意的战术安排，仍是伊巴密浓达所发明的，而且由于当时他是采取了左翼突前的序列，因此与所谓“方阵的右倾习惯”没有任何关系。


(26)
 塞琉古本人即是这一军官培养体系的最佳例证。在亚历山大死后，塞琉古夺得了帝国大部分的亚洲版图，其建立的塞琉古帝国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4年才被罗马所灭。


(27)
 相当于元帅。



第十三章　工事与围攻的技艺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进攻城市的手段并不高明。修昔底德对普拉蒂亚围攻战的记载是对围攻战的第一次详细描述。而亚历山大对围攻战术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在所有门类的战争艺术之中，围攻是最接近科学的，其中不少技艺事实上也主要是在和平时代中使用的。如果不能通过饥饿迫使守军投降，那么围攻的手段便只剩下攀登城墙或打破城墙。而后一种手段的实施，又有必要尽可能不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与之相对，守军也必须摧毁对方攀登或打破城墙的手段，并尽可能给对方造成最大的损失，以使他们放弃围攻。

攻城梯是最早的攻城工具，它们首次出现是在七英雄远征底比斯的战争中。其中一位国王，也就是发明攻城梯的坎帕纽斯（Campaneus），据说就是从一架他自己制造的攻城梯上跌落而亡。在攻城梯之后出现的便是前文已经提及的龟甲阵。密集的士兵将盾牌互相紧扣在一起举过头顶，另一支部队站在盾牌之上，借此攀登城墙或组成第二层龟甲阵以供后续部队继续攀登。不过这些原始办法很快即被一些更为常规的手段代替了。围攻者们开始建立防御阵地，既用来阻止包围圈内发动的突围，也用来抵御包围圈外的部队解围。他们开始建造抵御对方火力的掩体，发动的进攻也更加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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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时，首先要围绕着城镇或者要塞修建一道闭合的设防城墙来将驻防军包围在内，之后在这道城墙外侧合适的距离上修建另一道城墙，以阻挡外来的解围部队干扰围攻。

在内侧的围攻线前方，围攻者会垒起土丘，并由此进攻城镇的城墙。在建造土丘的过程中，进攻者也会使用掩体或者木棚（有时这些掩体也会被称为“龟甲”）来保护自己的人员。最常见的木棚会拥有一个由厚重横梁支撑的顶盖，其上覆盖有湿泥、瓦片、新鲜兽皮或其他防火材料，底部则装有车轮。有时围攻者会呈角度地建造两排木棚，并在距离城墙一段距离的位置使二者交汇起来。这些木棚前部面对着敌军的一面由生皮和绳股制成的帘子加以保护。

土丘四周的框架由泥土、石头、树木、藤条等材料堆砌而成，其中的空隙则用泥土、石头或者任何可以最快收集起来且能够负担攻城塔重量的材料填满。土丘本身为斜坡状，自城墙由远及近高度逐渐增加，但在接近城壕时会尽量建成一个平面。在建造过程中，围攻者也会在土丘上或土丘两侧建起攻城塔，并从上面发射标枪和矢石以阻止守军干扰建造工作。当土丘
(1)

 建造完成后，进攻者就会将城壕填死，攻城锤或其他攻城武器随后便被推到城下来打破城墙。围攻者的攻城武器能被安放在土丘上，具有高度优势，而被围者的抛射武器通常却只能放在城墙后的平地上，难以准确射击。不过守军有时也会在城内建起相同大小的土丘来发扬自己的火力。即使考虑到整支军队，甚至周边地区所有人口都被迫加入工程，这些巨大土丘的建造速度也还要算是十分惊人。恺撒围攻阿瓦利肯（Avaricum）时曾在24天内建起了一个80英尺高、330英尺宽的土丘，其两端还建起了攻城塔。锡拉（Sylla）在围攻马萨达（Masada）时据说曾建造了一个286英尺高的土丘，它上面更是还建起了155英尺高的攻城塔！这些数字很有可能并不准确。即使我们以巴比伦的高大城墙作为参考，这些数字也毫无疑问是过分夸大的。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土丘的尺寸都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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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攻城武器一应俱全的攻城战示意图



除土丘以外，有时围攻者也会单独建造攻城塔，因为其建造速度更快。它们的尺寸也同样惊人，据说其高度有时能达到20层，即使普通的攻城塔也有10层高。建造工程中的木工也必定技艺超群。攻城塔每一层中都配有士兵，四周也开有可以向城墙上的守军投掷矢石的射击孔。这些攻城塔被安装在数个宽阔结实的轮子上，需要数百人来移动它们。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德米特里厄斯在围攻罗德岛时曾让雅典人埃皮马科斯（Epimachus）建造了一个150英尺高、75英尺见方的攻城塔，其底部装有8个6英尺宽的轮子，同时轮子和攻城塔主体都拥有铁甲保护。为推动这个攻城塔，总共多达3400人轮班工作，轮子内侧也安装了手柄，以供人员在内侧推动。所有这些攻城塔的前进速度无疑都会非常缓慢，普鲁塔克说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让一座大攻城塔前进250步，而狄奥多拉斯却说这些攻城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移动1000步。其移动方式多少可以从我们现在移动房屋的工程中看出一二。攻城塔中也设有蓄水池，用来扑灭守军可能点起的火焰。一般攻城塔下层还会装有攻城锤，抛射武器会被安置在中层，而士兵则占据上部的几层。当攻城塔被推动时，士兵们便持续不断地向城墙上的守军发射弓箭、标枪和其他矢石，以防他们干扰围攻行动。到足够接近城墙时，安装在铰链上的吊桥便会被放到城墙上，而围攻者就从吊桥上发动进攻。很多情况下，攻城塔也会被建造在固定的底座上，而且也经常采用砖块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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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吊桥和攻城锤的攻城塔



攻城锤最初只是由士兵徒手使用的铁棍或者铁头木梁。普林尼认为特洛伊木马其实就是一个攻城锤。修昔底德清楚地记载了攻城锤曾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萨摩斯（Samos）围攻战中。在那之后出现了将攻城锤吊装在框架上的形式，操纵方式也变成用绳索拉动，这就使其冲击力倍增。后来这些攻城锤也被装上了轮子，并沿着铺好的轨道行动。最后所述的这种攻城锤长度平均在50英尺左右。据说德米特里厄斯曾建造过两个长达120英尺的攻城锤。攻城锤两端经常会被加上配重，以使它们的冲击力更大。大型攻城锤需要大量人力来操纵，重量也往往能达到数百吨之巨。狄奥多拉斯曾提及，运输一个巨型攻城锤曾动用过100对驮马，而包括换班人员在内，总共使用了1500人来操纵这个攻城锤。

围攻者可以通过挖掘地道来破坏城墙，被围者则会用挖掘地道来破坏围攻者的土丘和攻城塔。由于当时并没有炸药，双方必须在目标下方挖掘足够大的空间才能破坏掉整个建筑。在挖掘时，地道的顶部由木梁加以支撑，完工后其内部会被填进引火物并点起火焰。火灾烧毁木梁后，土地、城墙或者地基都会跟着受损，最终导致上面的建筑倒塌。

地道和反地道
(2)

 的使用非常广泛，地下交战时有发生。通过聆听金属工具在附近地下发出的声响来判断地道位置的办法也有所实践，攻守双方都曾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科学技巧。

希腊人会使用移动雉堞来保护那些在城墙下守卫工事或进攻城墙破口的士兵，它们既有手持的，也有安装在轮子上推动的。另外，希腊人也会使用移动护廊或前文所述的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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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体



亚历山大手下的工程师迪阿迭斯（Diades）发明了一种安装在高大垂直支架上的巨钩或者称为“巨爪”，它可以钩住并拉倒对方城墙上的石块。此人还发明了一种“起吊器”，由一根竖直的桅杆、一根安装在桅杆上的横桅以及挂在横桅末端可以容纳士兵的篮筐或箱子组成。篮筐的升降由固定在横桅另一端的绳索操纵。这种装置可以将一小队士兵直接起吊到对方城墙的高度，借此爬上城墙攻击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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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爪和起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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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吊车钩住的攻城锤和棚车



作为防御一方，被围者则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阻止对方士兵进入城内。他们使用长柄的叉子推倒攻城梯；他们会烧热油脂、沥青或者沙石泼洒到攻城者身上；他们甚至会将一切能发出异味的材料全都扔到对方的攻城器械上。防御者破坏土丘的速度和围攻者建造土丘的速度一样快。在敌军选作攻击点尝试打破城墙的区域背后，防御者又会建造第二道城墙、掩体或者半圆形城墙，当攻击者真的打破外墙之后立刻便会面对一道新墙。城墙上会建起箭塔，以压制围攻者建造的攻城塔。守城者会不间断地用巨弩射出火矢，用抛石机投掷火盆，以求点燃进攻者的工事。在预计会遭到攻城锤攻击的部分，城墙也会被加上护垫。这些护垫可以用床垫、绳子或者任何软质材料制造。城墙上的士兵会使用吊钩钩住并拆毁攻城锤，也会投掷重物来砸坏攻城锤或吊装攻城锤的绳索。

守军会不断地出城突击，尝试烧毁攻城武器，扰乱围攻者的行动。很明显，古代人在围攻战中对资源利用的想象力与现代人同样出色。即使他们的抛射武器威力不及我们的炮兵，也还是要算非常有效。

希腊人很少会在战场上设立防御工事。除了用来环绕军营以外，希腊人从不在平原上建造工事，而通常只用它们来防御隘口。确实，希腊人不会像后来几个世纪中的罗马人那样出色地强化营地防御工事，但特洛伊城下的希腊人还是曾为营地设防，而这也从灾难中拯救了他们一次。后来希腊人也有过建造临时堑壕的例子，但其作用是否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堑壕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


(1)
 土丘本身并非直接攀登或攻击城墙的工具，而是利用其高度，在其上安排投射部队、攻城塔或投射武器以压制或驱散城墙上的守军，使己方能够不受干扰地填满城壕，将攻城锤等机械运到城墙脚下。


(2)
 即一方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来破坏对方地道。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的希腊战役（公元前336年）

接下来我们要对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政治环境进行一些简述。从幼年时代起，他迷信的母亲便将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和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故事印在了他的脑海中，而父亲所给予他的现实思维又使他将祖先们被迫向波斯大王进献“土和水”视为必须要报的仇恨。从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胜利之中，他学到即使少数团结一致的部队，也要强过大批缺乏凝聚力或领袖的乌合之众。波斯部将们在小亚细亚残酷摧毁的神庙和灵柩，更将他的正义感和愤怒激发到了极点。其年轻的肩膀上支撑着一个宏伟的梦想。鉴于腓力的卓越成就以及伟大计划，亚历山大甚至一度担心父亲不会留下任何土地去给他征服。他的预见性和好奇心也超越了他的年龄。据说从少年时代起，每当有波斯使臣来到马其顿宫廷中时，他就会向他们打听亚洲的军队、地理、资源、财富、法律、风俗以及政府情况。使臣们对此无不称奇。无怪乎腓力会对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如此自豪。

亚历山大的教育最早由他母亲的一位亲戚——列奥尼达斯（Leonidas）负责。这是一位严格的人。另外，他还有一位专门的老师，名叫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此人对迷信传说和阿谀奉承非常放任，导致亚历山大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自己拥有珀琉斯（Peleus）
(1)

 、阿喀琉斯高贵血统的说法。不过从那之后，他就要幸运得多了，因为“亚里士多德这位在知识领域征服了世界的人，成了这位未来世界征服者的老师（公元前345年至公元前344年）”
(2)

 。从这位伟人身上，亚历山大学到了最富有智慧的学识，并因此获益终生，印证了名师出高徒的谚语。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学生后来失去了导师兼朋友的信任。
(3)



从他的母亲那里，亚历山大继承了狂热、多愁善感以及英雄的气魄；而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强健的体魄、理智的思维、冷静的判断力以及万无一失的洞察力。亚历山大勇敢、机敏，拥有阳光而充满智慧的面容以及圆润洪亮的嗓音，使他在人群之中有如鹤立鸡群。在平时，亚历山大举止优雅，讨人喜欢，而且拥有一双特别舒润深邃的眼睛。他留有一头卷发，据说有一个把头偏向左肩的习惯，后来这个习惯也被所有希腊公子们所模仿。亚历山大对待他人时彬彬有礼，在心情不错时脾气也很温和。他极擅长体育运动，但从不考虑参加专业比赛。关于战马布塞弗勒斯（Bucephalus）的故事可能并非谣言。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当天在场的任何人都无法驾驭这匹精神紧张的骏马，多半是因为他们都略有些粗暴。亚历山大却能细心观察其性格，温和却又无畏地跨上马背，轻松地驾驭了它。从那天起，布塞弗勒斯始终至诚地为亚历山大效力，直到死于海达斯佩河会战后对波鲁斯的不断追击中为止。

最初布塞弗勒斯是被带来准备卖给腓力的。由于马贩的开价高达13台仑，因此布塞弗勒斯也一定是一匹名马。不过由于它不断挣扎，无一人能驾驭住它。当布塞弗勒斯就要被带走时，亚历山大却说自己要尝试一下。众人都嘲笑这个小子是不是疯了，不过腓力还是给了他尝试的机会。

普鲁塔克写道：“亚历山大立刻跑向那匹马，拉住缰绳将马牵到面对太阳的方向，因为他之前已经看到这匹马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到。接着，他牵着马向前走了几步，手中握着缰绳，每当布塞弗勒斯变得有些急躁时，他就会轻拉缰绳。亚历山大轻抚马鬃，敏捷地跳上马背，他坐稳后一点一点拉紧缰绳，在不刺激到马的情况下将它控制住。当亚历山大感到布塞弗勒斯不再反抗自己，但却对奔跑急不可耐时，他松开了缰绳，放任骏马全速飞奔，一边用命令的口气激励着它，一边用脚跟催促着它。”

亚历山大的智慧毫不亚于他的意志。他非常乐于与别人进行脑力的碰撞。而若以性格的坚韧而论，整个世界历史上疏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更无人能够超越到他之上。

亚历山大大帝便是在上述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他如何登上王位。虽然他手中的军队是由父亲打造而成，但当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便立刻在指挥这支军队时显示出其父永远无法企及的迅猛、勇敢和决断。从没有哪位将军能够像亚历山大这样称职，他就好像超人一样指挥、统领着这支军队，并与士兵们并肩战斗。无论何时，他都能够以身作则，绝不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他要求旁人去做的事，他自己也一定能做得远比全军上下任何人都更好。

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在政治行动上便滴水不漏。他并没有普通年轻人的轻举妄动，明智地维持着他父亲的权力政策。可即使如此，他的处境还是很危急。在腓力死后，希腊就宣布不再接受马其顿统辖。从那时起，雅典立刻投入战争准备，并建造了一支舰队。底比斯人也试图将马其顿驻军从卡德米亚卫城中赶出去。较小的城邦们开始骚动，而斯巴达更是从未向马其顿臣服。从未预见到这些情况的腓力先前已经分散了军队，很大一部分军队已经在帕尔梅尼奥带领下进入了亚洲。北方各部落也变得愈发难以控制，而伊利里亚人更是已经掀起了叛乱。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面临着危险。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假作想要推举克利奥帕特拉之子、实则想要自己登基的阿塔拉斯此时正与帕尔梅尼奥一同在亚洲指挥部队，图谋利用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计划。形势似乎已经绝望了，亚历山大的朋友们也建议他放弃希腊，并与阿塔拉斯议和。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这么做，他已经趟过了不少鲜血，深知只有鲜血才能换来安全，别无他途。为此，他在即位后立刻派人去亚洲，将阿塔拉斯以叛国罪处死。亚历山大的将军兼密友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带着一支忠于亚历山大的新鲜部队前往亚洲与帕尔梅尼奥会合，安全地完成了处决。

解决了最大的危险之后，在他父亲遇刺两个月之内，亚历山大便已经率领着一支和腓力在喀罗尼亚会战中兵力相当的军队进入了色萨利，决心向那些认为腓力死后马其顿便将衰落的人们做一次武力展示。他所选择的路线为海岸上的皮纳乌斯关口（Peneus），其中较大的坦佩隘口（Tempe）和较小的卡里普克隘口（Callipeuke）都有敌军严密防守。若想要对它们发动进攻，结果必将是徒劳且灾难性的。坦佩隘口南侧的奥萨山（Ossa）岩壁陡峭，只有在海岸一侧的山坡要比皮纳乌斯方向更平坦一些。凭借着充足的人力以及伴随终生的挑战困难的性格，亚历山大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沿着奥萨山海岸一侧的山坡，开凿出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使军队在其他道路所不及的位置上占据了立足点，并迂回了关口中的色萨利守军。不过亚历山大还是希望能够与色萨利保持友善，因为色萨利有着全希腊最好的骑兵，而这也是他未来进攻波斯时所必需的。在向色萨利人表现出大度和慷慨之后（亚历山大也总是会恪守诺言），他说服色萨利人给予自己他们曾给予腓力的一切，并在必要时同他一起对抗其余希腊人。不仅是色萨利人，科林斯同盟中的其余北方部落也倒向了亚历山大，使他能够不受阻挡地快速穿过温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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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色萨利示意图



在温泉关，亚历山大也像他父亲一样召集同盟会议，并被任命为全希腊统帅。底比斯人和雅典人虽然拒绝出席会议，但在亚历山大率军向底比斯前进之后也急忙承认了同盟的决定，亚历山大也乐于接受两个城邦迟到的承认。在科林斯，他又再次举行投票确认这一任命，而这次只有不惜遭到孤立也要保持独立的斯巴达缺席。在那之后，亚历山大率军进入伯罗奔尼撒继续做武力展示，不过没有在那里进行任何作战。另外，他也给予了所有希腊城邦自治权。

现在亚历山大已经将希腊暂时稳定了下来，其一切的财富、智慧、力量都成了这位年轻勇敢国王的荣誉饰物。只有戴奥真尼斯（Diogenes）
(4)

 没有觐见亚历山大，而当后者来找他时，又对亚历山大说他的唯一愿望便是让亚历山大别再挡着他晒太阳了。这位国王对此感叹道：“宙斯在上，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愿为戴奥真尼斯！”至少是在此时，亚历山大平定了东方和南方的危险，他也回到了佩拉过冬。

弗里曼（Augustu Freeman）
(5)

 说，腓力和亚历山大两位马其顿伟人均非常热爱、尊敬希腊，其中尤以雅典为甚。在两人的政策中，希腊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尊重，对希腊施加的伤害从不超出政策要求。腓力和亚历山大都将自己视作希腊人，绝不会摧毁他们名义上的祖国。很明显，他们从未试图将希腊并入马其顿，而是让马其顿成了一个希腊城邦，并以此地位统治全希腊。弗里曼所言毫无疑问确是正确的。不过当亚历山大登上了波斯大王的王座之后，他可能就只将希腊和马其顿视作帝国一隅，以及最勇敢士兵的来源地了。

纷乱就此顺利告终，亚历山大也终于看到了按计划入侵波斯的可能性。到此时为止，帕尔梅尼奥在小亚细亚并没有太多成就，不过他的存在也使波斯人无法对马其顿发动入侵。因此可以说，当亚历山大后来被迫与色雷斯人作战时，帕尔梅尼奥掩护了他的战略侧翼。虽然这也许是个意外收获，但这些位于亚洲的军队也对国内平静起到了作用。

马其顿此时已经整装待发。如前所述，马其顿人民享受着平等的权利，所有公民在国家召唤时也都需要承担兵役。马其顿的士兵便是马其顿的公民，身为一名公民也就代表着他是一名马其顿士兵，而所有这些士兵都是常备军。在整个马其顿国内，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如果国王统率无方，人民可以推翻或者取代他。若国王是腓力或亚历山大这样的人物，公民士兵们对他的敬仰又会让王权得到加强。他们勇敢过人、纪律严明，同时具有志愿兵和常备兵的所有优点，素质远超其余任何希腊士兵，更是波斯士兵们所无法企及的。



————————————————————


(1)
 珀琉斯即阿喀琉斯之父。


(2)
 亚里士多德是由腓力请来教导马其顿贵族子弟的，因此可以说，亚历山大的理智来自于父亲一边的教育，而激情和迷信多来自母亲那边。


(3)
 导致二者关系破裂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亚历山大曾处死了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卡利斯提尼斯。此人处处对亚历山大阿谀奉承，但在暗地里却反对他的亚洲政策，最终因参与谋反而被处死。不过相比之下，第二个原因显然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对波斯人和波斯文明非常仇恨，认为世界人口应分为希腊人和波斯人两种，前者应奴役后者。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后给予二者平等的权利，使亚里士多德非常不满。在后一点上，二者的裂痕无疑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狭隘，而绝非亚历山大的过错。


(4)
 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23年，希腊著名哲学家。


(5)
 19世纪的英国史学家。



第十五章　多瑙河战役（公元前335年）

亚历山大早已认清，在出发远征波斯之前，自己必须首先使边境上的野蛮部落臣服。在腓力的时代，这些部落中一部分曾经臣服，一部分被视为盟友，另一部分不友好者则会在试图进入马其顿时随时遭受惩罚，因此没有造成祸患。不过当腓力遇刺之后，曾在里克尼提斯湖（Lake Lychnitis）与腓力发生激烈战斗的伊利里亚人在克雷塔斯
(1)

 率领下，与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狄拉奇乌姆（Dyrracchium）海岸附近的由首领格劳西阿斯率领的陶伦蒂安人（Taulantinian），以及陶伦蒂安人以北山谷中的奥塔里亚人（Autariatian）一同发动了叛乱。不过与他们相比，色雷斯的特里巴利人更为危险，腓力当年在与他们作战时并没有取得成功，腓力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在这些部落以北则是一些“甚至会抢劫自己人的土匪”，他们随时可能会参与到动乱之中，洗劫马其顿边境地带。腓力并没有使这些部落完全臣服，而只是将他们镇压了下去。现在他们又一次起事，若亚历山大希望自己能在数年时间里远离马其顿前往亚洲作战，他便不能再采取任何折中办法来对付他们了。

当希腊已经平静下来之后，春天的到来也提供了山地作战所必需的适宜气候，时机恰到好处。帕尔梅尼奥已经在留下一位副将统领军队后从亚洲回国，负责镇守马其顿，抵挡伊利里亚人入侵。亚历山大则率军北上多瑙河，补正腓力因受伤而没能给特里巴利人的教训。此外，安提帕特则留在佩拉，负责国内的民事工作。
(2)



有两条道路可供亚历山大选择：其一是沿阿克修斯河（Axius）北上，进入忠于自己的阿吉里亚人领地；另一条路则沿着东部海岸穿过色雷斯自由部落的领地，进入赫布拉斯（Heburs）山谷和哈伊莫司山脉，从东方直接攻击特里巴利人。亚历山大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条道路途经欧德利西亚人领地，可以沿路安抚这个举棋不定的民族。亚历山大还命令一支舰队从拜占庭（Byzantium）起航，准备沿多瑙河上溯，与他自己的陆军在合适时间会合。公元前335年早春，亚历山大踏上征程，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多瑙河以及伊利里亚边境上的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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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与佩利乌姆战役示意图



亚历山大从安菲波利斯出发，前进到菲利皮（Philippi），又从那里沿内萨斯河（Nessus）北上，越过罗多彼山（Rhodope）向哈伊莫司山脉前进，即今日的巴尔干山脉。从出发到抵达哈伊莫司山脚，亚历山大总共花费了10天时间，而色雷斯人也正在这里等待着他，试图在山脉南坡上阻止马其顿军队进入山口。至于亚历山大所进攻的具体隘路，很可能便是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以北，后来被称为图拉真门（Porta Trajani）的巴尔干主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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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莫司山之战示意图



野蛮人学会了一种聪明的办法来面对令他们所惧怕的方阵。这些野蛮人只有匕首或狩猎用的短矛做武器，把狐皮或狼皮当作头盔和甲胄，根本无法在近距离抵挡方阵如林的长矛。不过他们却收集了大量辎重车和战车，将它们列在前方组成一条车阵，如果方阵前进，他们便将这些车辆从山坡上推下去，以此来打破方阵的行列，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在近距离的个人性白刃战中取胜的机会。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对方的方阵队形越是密集，车辆所能带来的威胁便越大。不过亚历山大也同样精明。他深知此处是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也认清了野蛮人的意图。
(3)

 因此他向自己的方阵步兵下令，只要地形允许，当对方推下车辆时，方阵各行就要向左右两旁让出通道，让车辆穿过。至于那些无法让出通道的方阵步兵，他又命令他们在车辆接近时伏在地面上，举起盾牌互相连接，组成龟甲阵使车辆能从盾牌组成的坡道上滑过。攻守双方在行动中都将自己奇怪的计划付诸实施，但马其顿人的计划显然更富天才：他们在向敌军前进时无一人因遭到车辆碾压而死。

在成功躲开了这一极为危险的攻击之后，方阵步兵伴随着巨大的呐喊声重新开始向敌军前进。野蛮人早已因计策失败而惊慌失措，现在又从山上开始向前进中的方阵冲锋。
(4)

 亚历山大派出弓箭手，从右翼前进打击色雷斯人的侧翼，而他自己则率领着自己的近卫军、持盾兵以及部分阿吉里亚士兵从对方右翼进行迂回。在弓箭手对敌军的吸引之下，方阵步兵进抵对方战线，很快便将那些半武装的野蛮人击败。甚至于在亚历山大还没有完成迂回之前，会战就已经结束了，所有没来得及逃亡的野蛮人都战死沙场。歼敌总计1500人左右，其余野蛮人则在山地的树林和峡谷中四散而逃。他们的女人、儿童以及辎重被全部俘获，并由吕撒尼亚斯（Lysanias）和帕尔梅尼奥之子费罗塔斯押送到海岸边出卖以换取现金。

在安全越过哈伊莫司山之后，亚历山大从平缓的北坡降入特里巴利人控制的山谷，并渡过了距离多瑙河大约三天路程的吕吉纳斯河（Lyginus，即近日的詹特拉河，也有学者认为吕吉纳斯河应是今日的奥西乌斯河）。特里巴利人的国王塞拉穆斯（Syrums）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已经将所有妇孺都送到了多瑙河中一个名叫普斯（Peuce）的小岛上，就连一部分男人和塞拉穆斯本人也都逃到了那里。普斯岛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很可能位于现代的维丁（Widdin）附近或其下游。可是当亚历山大渡过吕吉纳斯河开始向多瑙河上的野蛮人前进之后，他却发现特里巴利人的主力正在向吕吉纳斯河前进，试图切断他背后的道路。亚历山大通过一次迅速的反向行军，在当天黄昏时分，敌军正准备宿营时奇袭了对方。

[image: ]
吕吉纳斯河之战示意图



特里巴利人撤退到了河流附近布满树林的峡谷中，非常难以接近。亚历山大率军发动进攻。他亲自率领着方阵，但出于谨慎，他又将弓箭手和投石手布置在方阵前方，希望将撤退中的野蛮人引到开阔地上。这些轻步兵在向前推进后勇敢地发动进攻，很快便使急躁的特里巴利人冲出树林与他们短兵相接，而这些轻步兵也很快即被击退。在轻松胜利的诱惑下，特里巴利人继续前进，使亚历山大得以派出费罗塔斯率领一个骑兵中队去攻击对方暴露的右翼。与此同时，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和索波里斯则率领两个骑兵中队进攻对方左翼，他本人也带领着方阵，在骑兵之后直向野蛮人前进。若战斗只限于散兵冲突，特里巴利人是很难被击败的，可一旦密集方阵打击在他们的阵线上，骑兵也从近距离凭借重量碾过他们之后，他们立刻便被击败了，并在损失了3000人后逃回峡谷之中。由于夜幕降临，马其顿人并没有进行追击，余下的特里巴利人四散逃亡。亚历山大一方有大约50人阵亡，伤者在古代文献里很少会被提及，但他们与阵亡者的比例通常在8∶1到12∶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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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皮囊渡河的办法



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再次调转方向，沿原路进发，三天后到达了多瑙河上，地点可能位于普斯岛下游附近。在这里，先前从拜占庭起航、载有补给的舰队与他会合。亚历山大在战船上部署了弓箭手和重步兵，率领舰队向已被塞拉穆斯设防的普斯岛前进。不过由于战舰体型较小，除划桨手以外无法搭载太多士兵。而同时对方河岸却很高且设防严密，水流也因此处河道狭窄而非常湍急。在进行了登陆的尝试后，马其顿人在对方坚强的抵抗下并没有占得上风。

在多瑙河对岸，吉塔人（Getae）为阻止亚历山大渡河，集中了4000名骑兵和超过10000名步兵，并似乎已经与普斯岛守军联手（公元前335年5月中旬）。亚历山大决定先击败吉塔人。这些野蛮人很自然地认为，如果亚历山大想要渡河，势必要进行数日的准备，而他们也能在敌方陆续抵达北岸时分别攻击他们。不过亚历山大在面对抵抗时总会燃起固执的决心。由于他预料在吉塔人被击败之后，普斯岛也会在惊恐中投降，因此决定立刻渡河。他动员舰队，并收集了大量使用空心圆木制造的独木舟，当地人使用这些独木舟捕鱼、经商、出行，有时也利用它们做一些海盗营生。另外，亚历山大还在士兵们用来当作帐篷皮的兽皮中填上干草，或将它们绑在一起当作舟筏，或是为洇渡的士兵提供浮力。其中后者也是一种古来已有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再加上亚历山大的异常活力，他在仅仅一个短暂的夏夜之中，便将15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渡过了多瑙河。任何一个亲眼见过多瑙河如何宽阔、湍急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何等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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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吉塔人与塞拉穆斯示意图



马其顿人瞒过了野蛮人，在一片作物长得很高的地方登陆，这些谷物也隐蔽了他们的行动，而敌军也没有在这里设置岗哨。到天色放亮之后，马其顿人开始穿过庄稼地前进。他们横握着萨里沙长矛，以此来将庄稼压倒。按照阿里安的说法，由于骑兵无法在庄稼被踩实之前行动，因此马其顿人以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的序列前进。在走上开阔地之后，由帕尔梅尼奥之子尼卡诺尔指挥的步兵立刻组成四方阵前进，其左翼倚靠在河岸上，右翼则由亚历山大亲率的骑兵支持。此时吉塔人已经因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能够在数小时内跨过多瑙河而震惊不已，而且他们对于阻挡马其顿人也准备不周。在骑兵的第一次攻击之下，他们便逃到了自己在上游4英里左右的城市。因为担心遭到对方伏击，亚历山大始终让方阵保持着左翼倚靠河流的四方队形，但同时快速推进骑兵来追击撤退的吉塔人。后者的城市设防不周，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在让尽可能更多的老弱妇孺乘上马匹后向上游逃跑了。亚历山大夷平了整座城市，指派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之子梅利埃格以及马卡塔斯（Machatas）之子腓力收集战利品运走，之后又向宙斯、赫拉克勒斯以及多瑙河献祭，最后在同一天之内重新渡河回到了营地。由于亚历山大已经给了吉塔人足够的教训，使他们懂得尊重自己的实力和统率力，他并不打算将疆界推进到多瑙河以远的地区，以便利用多瑙河本身作为其王国的最佳防线。

赢得胜利后，塞拉穆斯和临近部落都派来了使者，恳请得到这位年轻国王的友谊。在双方都互相做出保证后，亚历山大也非常高兴地应允了他们。在这些部落之中，有一个来自亚得里亚海地区、因身材高大且勇气过人而著称的部落，也因听说了他的伟大成就而前来恳求友好。在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中，亚历山大还特地询问他们最害怕何物，满以为对方会回答说最害怕自己的愤怒。但对方却回答说他们一无所惧，只怕有朝一日天空会从头顶上塌下来，使亚历山大极为惊讶懊恼。



————————————————————


(1)
 此克雷塔斯并非那位号称“黑人”、后来因辱骂亚历山大而被杀死的近卫骑兵指挥官。


(2)
 关于帕尔梅尼奥和安提帕特二人的任务，亚历山大故意使他们分管军务和民事，任何一人都不具备统领全国的权力，以确保自己在战事延长或遭遇危险时后方不会发生叛乱推翻自己。


(3)
 这一点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将领很容易误认为对方是要躲在车辆后方进行防御作战。不过亦有可能是色雷斯人在战前就已经将车辆摆成了易于推动的姿态。


(4)
 这无疑是一个不明智的行动，虽然他们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对没有发生混乱的方阵进行正面冲锋仍是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第十六章　佩利乌姆（公元前335年）

在对吉塔人和特里巴利人取得胜利，并借此压平多瑙河流域的各部落后，马其顿人开始转向南方，向友好的阿吉里亚、配奥尼亚地区前进。在这里，亚历山大第一次听到了前述的伊利里亚各部落在克雷塔斯和格劳西阿斯带领下叛乱的消息。他还听说伊利里亚人已经占领了佩利乌姆城以及它附近的山口，奥塔里亚人也准备在他穿过山区向佩利乌姆前进时攻击他，而且他们也已经与其他野蛮人达成了共识。

亚历山大的情况此时远不明朗。奥尔戴卡斯河（Aordaicus）或阿波索斯河（Apsos，今迪沃尔河）所流经的佩利乌姆山谷，是穿过将伊利里亚与上马其顿分开的山脉的唯一道路，也是唯一能将西部蛮族阻挡在河对岸的隘口。亚历山大本人此时正在沿埃里贡河（Erygon）向佩利乌姆前进，如果奥塔里亚人在他行军时攻击他的侧翼，就有可能为伊利里亚人入侵南马其顿赢得时间，使他们在亚历山大赶回之前对马其顿造成无穷破坏。或者，由于他已经在山脉之间向北前进太远，难以迅速赶回，伊利里亚人可以通过占领埃里贡河沿岸隘路将他切断在希腊以外，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利用佩利乌姆维持着通向马其顿的交通线。亚历山大已经听到谣言说希腊又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倘若果真如此，对亚历山大在希腊的事务而言，这将会成为一次严重甚至致命的挫败。因为底比斯和雅典将获得充足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更不用说马其顿本土也将面临野蛮但却勇敢善战的伊利里亚人威胁。为预防这种情况，费罗塔斯
(1)

 镇守着底比斯的卡德米亚卫城，位于本土的帕尔梅尼奥手中也握有一支优秀部队。不过他们二人很难抗衡希腊起义这种巨大规模的动乱，更何谈同时还要面对克雷塔斯和格劳西阿斯对马其顿的入侵。

佩利乌姆山口是腓力在进行了数次战争之后才夺取过来的。该关口位于里克尼特湖（今奥赫里德湖）以南，地形狭长，但在末端宽度变大并与其余一些更大的峡谷相连。阿波索斯河经整个峡谷流入亚得里亚海。控制了这个山口，不仅能控制流向东北方向的埃里贡河，也能控制向南流入马其顿的哈利阿克蒙河（Haliacmon）的源头。佩利乌姆本身是一座位置重要的山地要塞，其城镇本身也拥有着相当坚强的防御工事。另外在山川之间，马其顿人还修筑了一道简易工事来保护沿埃里贡河和哈利阿克蒙河延伸的道路，同时这道防线也是他们必须不惜代价守住的，否则不安的野蛮人就会进入马其顿。佩利乌姆本身位于山谷之间的一片平原之中，完全控制着穿过山谷的道路。这条道路大体上沿阿波索斯河岸和山谷峭壁之间延伸，在最狭窄的部分仅能容纳四人并排通过。亚历山大所处的局势极为危险。只要遭受一次最小的失败，他就将失去腓力用鲜血换来的西部疆界安全。而且由于亚历山大此时已经进入了山地之中，敌人随时可能挡在亚历山大与佩拉之间。到那时，亚历山大只有通过原路返回，才能花费大量时间绕道回国，而就算这样他也还是可能会被奥塔里亚人切断退路。一旦在北方遭遇重大失利，他对希腊的控制也将完全丧失。远征波斯更将成为一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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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利乌姆平原示意图



所幸，奥塔里亚人的危险很快即被解除了。亚历山大的老友、阿吉里亚国王兰加拉斯（Langarus）带领着他最精锐的部队前来与亚历山大会合，并自愿带兵进入奥塔里亚人的领地去拖住他们。早在多瑙河战役后期，阿吉里亚部队便已经效力于亚历山大军中，且表现出色、坚韧。兰加拉斯指挥军队非常娴熟，使并非特别善战的奥塔里亚人被迫退守山区。为报答这一友善、高效的帮助，亚历山大给予兰加拉斯诸多封赏，还准备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塞纳（Cyna）嫁给他，只不过兰加拉斯并没能活到婚礼那天。当亚历山大进入亚洲之后，我们也将经常看到阿吉里亚人的英勇表现，而他们也是最英勇、最有效的轻步兵。

在解决了奥塔里亚人的问题之后，亚历山大开始溯埃里贡河而上，向佩利乌姆关口前进。克雷塔斯早前已经占领了佩利乌姆，并在那里等待着陶伦蒂安国王格劳西阿斯到来。亚历山大一度希望能够抢在格劳西阿斯赶到之前夺回佩利乌姆，但克雷塔斯却占据着其周边的所有高地，只要亚历山大试图对城市发动进攻，高地上的部队就会攻击马其顿人的后方。

亚历山大在阿波索斯河岸宿营，准备立刻对城镇发动进攻。阿里安说，克雷塔斯依据野蛮人的习俗，在与马其顿人开战前献祭了3名男孩、3名女孩以及3头黑羊，之后便将部队展开，准备对马其顿人发动攻击。尽管面临着大量困难，亚历山大却远没有放弃计划的想法。他首先向高地上的伊利里亚人前进，其汹涌的气势使对方无法在高地上立足，被迫撤退到了城市之中。对城市的第一次突击失败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在城市外建造对内和对外的两道围攻线。不过第二天，格劳西阿斯率领着一支拥有压倒性数量的军队赶到佩利乌姆，打乱了亚历山大的行动。格劳西阿斯占据山谷东侧亚历山大营地周边的高地，准备在亚历山大攻城时攻击他的背后，并切断其退却线。

亚历山大现在面临的局势极为险恶，因为敌军在兵力上已经数倍于自己。亚历山大无法承受任何失败，只有取胜才能解除困境。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时间不足，还因为他缺乏补给，无论是口粮还是草料都已经非常紧张了。有一天，他派出费罗塔斯率领一些骑兵和驮兽前去征发给养，但却被占据着田地周围高地的格劳西阿斯包围。亚历山大不得不带领着持盾兵、阿吉里亚人以及弓箭手，并由400名骑兵加以支援，才通过一次适时的攻击艰难地将费罗塔斯解救出来。除非能够引诱对方进行一场正规会战，否则这位国王手中的兵力便无法与敌军对抗，而他的给养也不足以支持他等到援军到来。

与此相对，克雷塔斯和格劳西阿斯所处的位置却使他们能够静观其变。他们掌握着战场上的所有决定点，拥有足够的补给以及敞开的交通线，而他们除守住关口以外也没有其他任何要紧事务，二人也非常明智地拒绝接受会战。他们庆幸于自己已经将亚历山大逼入绝境，任自己宰割。伊利里亚人现在占据着佩利乌姆周围所有的高地，如果亚历山大试图从营地撤退，他们便可以打击亚历山大的侧翼，城内守军也能从背后攻击亚历山大。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唯一的撤退线便是他来到这里时所走的那条位于峭壁与河流之间仅能供四人并排行进的隘路。而且在进入隘路之前，亚历山大还必须先渡过阿波索斯河。由于野蛮人从高地上控制着渡口以及整个峡谷，并派出了数个支队控制着马其顿人的退却线，撤退行动反而会使野蛮人获得更大优势。伊利里亚人好战且装备精良，高涨的信心也足以支撑他们坚强战斗。如果亚历山大派出支队搜集补给，就有可能遭到浓密树林中的野蛮人伏击。亚历山大的情况已经十分绝望了，但他却必须夺回佩利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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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佩利乌姆的行动示意图



这位年轻国王从未想要撤退，也并不打算等待援军，天生的急性子反而帮助了他。如果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便不能试图离开希腊前往亚洲，否则希腊人的起事便将演变成巨大叛乱。其第一步行动是要解决面临严重威胁的撤退路线问题。
(2)

 为此亚历山大制订了一个只有天才方能酝酿出的卓越计划。他决定利用一次队形操练来扰乱对方的判断，使敌人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要发动进攻，并乘机在敌军缺乏防备时打击他们。在将骑兵和轻步兵作为屏障排列在城市方向后，这位国王将方阵列成了120排的大纵深队形，仅保留一部分骑兵用于掩护方阵两翼，并开始在周围高地上排好战斗队形的敌军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系列只有马其顿军队才能完成的复杂机动。高地上和佩利乌姆城墙上挤满了好奇的野蛮人，想要一睹这些身着盛装、动作完美的敌军操练。事实上，马其顿士兵也和敌军一样好奇，不知他们的首领到底欲行何事。不过凭借着对这位令他们自豪的年轻国王的盲目信心，在亚历山大号令之下，他们就像是国王挥舞自己的宝剑一样令行禁止。像这样奇怪但却壮观的计策，实属空前绝后。

方阵步兵在操练时始终紧闭口舌保持静默，以便他们能够迅速清晰地听到军号所传达的命令。一开始，他们按照命令敏捷地放平长矛，之后又同样敏捷地将它们扛到肩上，武器所发出的碰撞声整齐划一。在数次反复之中，他们的行动都如同在佩拉接受检阅一样精确。接下来，方阵步兵们原地右转，放平长矛，好像要向对面的敌人发动进攻一样。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重复了原先的操练。之后方阵又转向左侧，又将同样的行动重复了一遍。每当马其顿人放平长矛时，受到威胁的那一面敌军便会做好在方阵推进时或战或逃的准备。在上述操练之后，亚历山大又让方阵在两个侧翼带领下来回行军，进行腓力的方阵所熟练掌握的复杂操练。

带着近乎恐惧的敬畏，敌军始终没有弄清对方的操练目的何在，而这次操练的时间也一定很长。他们的阵型逐渐散乱开来，没有为抵挡一次真正的进攻做好准备。突然之间，就好像是操练的一部分一样，亚历山大将方阵列成楔形，并以左翼领先向距离自己最近的敌军进行快速冲锋。这些野蛮人甚至连抵抗的样子都没有装出来便立刻沿着较矮的山脊逃跑了。在这之后，亚历山大又命令马其顿人放声呐喊，并用长矛敲击盾牌。此前一直位于城外的特里巴利人要更警觉一些，他们迅速撤回了城内。

一支小部队仍然停留在控制着亚历山大退却线以及他必经渡口的山脊上。为逐退这支部队，亚历山大让伙伴骑兵和一些轻骑兵快速向这座山脊推进，并向他们下令，如果敌军仍坚守阵地，其中一半士兵便要下马步战，因为单凭骑兵可能无法攻克山脊。
(3)

 这说明亚历山大已经认清，骑兵不仅可以骑乘作战，也同样可以步行作战。这也使骑兵在他经常穿越的崎岖地带中能够起到双倍效用。尽管总是有观点认为骑兵一旦下马便毫无作用，但亚历山大的骑兵在步战搏斗中却能和在马背上一样有效，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人能超越他们。敌军并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在混乱中四散逃亡到山地之中了。亚历山大占领了这座对渡河至关重要的高地，并将大约2000名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布置在上面。

在敌军溃散的掩护之下，亚历山大终于安全渡河。由于在河对岸只需要防御一个渡口，他受到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小。他命令持盾兵和其余重步兵首先涉渡过河，并在过河后立刻向左展开组成方阵，其阵容要尽可能壮观。同时这位国王也下令将炮兵排列开来，以这些伊利里亚人前所未见的新颖装备吓阻敌军。同时他本人则仍留在山丘上监视整个行动。野蛮人在看到马其顿人渡河之后，认为敌人想要逃跑，便回到了原先的高地上，从上面冲下来试图攻击敌军的背后。但亚历山大也紧密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接近之后，亚历山大便率领着自己的近卫骑兵，在巨大的呐喊声之中发动冲锋，同时方阵也开始运动，佯装再次渡河。亚历山大的攻击和方阵的佯攻逐退了野蛮人，他也就趁着这个机会将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送到了对岸。

为掩护渡河行动，亚历山大的攻城器械（他从佩拉的军械库里带来了相当数量）也始终都在向对方投射矢石。这要算是首次在野战中使用炮兵的记录。此外，弓箭手也站在河中央，转身向在格劳西阿斯催促下不断追击的野蛮人发射箭矢。在攻城器械和弓箭手的射击下，格劳西阿斯始终无法抵挡箭雨射击，亚历山大得以将全军安全带到河对岸。

亚历山大的第一步行动获得了成功，确保了退却线的安全。他本人始终在第一线战斗，终其一生他也都始终如此。在战斗中，亚历山大头部被一位投石手投出的石块所伤，颈部也被敌人打了一棍。在这场井井有条的行动中，马其顿方面无一人阵亡。虽然也有大量马其顿人受伤，但优秀的铠甲以及野蛮人的劣质武器使他们免于致命伤害。不过必须提及的是，在古代文献中，轻步兵的死伤通常都被视作不值一提之事。

由于被大量敌军包围，而且无法征发给养，亚历山大原先位于佩利乌姆城下的阵地难以立足，而现在他终于获得了安全的阵地。不过他还远没有满意。在对野蛮人取得一场标志性胜利并夺回佩利乌姆之前，他绝不愿意撤回马其顿。其现有阵地方便征发给养以等待援兵，敌军也无法从他的背后切断补给，这都使他不再必须撤退。渡河三天之后，亚历山大始终活跃的侦察兵向他报告说，克雷塔斯和格劳西阿斯毫无警戒地驻扎在佩利乌姆城下，也没有设置任何岗哨、壕沟、城墙，他们的阵线也被拉得很长。毫无疑问，两人自以为是地认为亚历山大是被自己所吓退了，因而放松了警惕。这正是亚历山大所期望的机会。夜幕降临之后，亚历山大带领着近卫持盾兵、阿吉里亚人、弓箭手、欧戎提斯（Orontes）之子佩狄卡斯以及帕尔梅尼奥之婿寇纳斯（Coenus）的两个方阵步兵旅组成的前卫渡过河流。刚一抵达对岸，不等其余部队按照命令快速跟上，他就派出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排成方阵队形
(4)

 攻击野蛮人的侧翼。在奇袭之下，对方很多人甚至在睡梦中即被杀死了。野蛮人完全溃败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亡者也都丢掉了他们的武器。亚历山大一直追击残余敌军到了陶伦蒂安山脉脚下。克雷塔斯逃进了佩利乌姆，但在发现自己无法坚守城市之后，便在点起大火之后逃到亚得里亚海岸上重新与格劳西阿斯会合。

这样一来，亚历山大终于夺回了佩利乌姆，重建了对确保马其顿安全必要的警戒线。克雷塔斯和格劳西阿斯也情愿接受亚历山大提出的条件，重新宣誓效忠。佩利乌姆要塞被重新建起，使亚历山大无须担心该城再落入伊利里亚人手中。马其顿周边的野蛮人在一连串严厉教训之下，终于认清现在马其顿王位上所坐着的，是一位比腓力还要更伟大的人物。



————————————————————


(1)
 此处的费罗塔斯可能并非那位帕尔梅尼奥之子，因为后者此时正随亚历山大的军队行动。


(2)
 这并不代表着亚历山大有撤退的打算。一位优秀统帅在战场上首先要确保的，并非如何取胜，而是在失败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更大损失。而撤退路线是否通畅，对士兵的士气也有极大影响。


(3)
 亚历山大之所以没有动用步兵支援进攻，除方阵可能仍在对付其余高地上的敌军，而轻步兵也在监视佩利乌姆城以外，可能也在于步兵行动太慢，而亚历山大希望趁热打铁，在敌军神经冷静下来之前即利用骑兵的快速推进吓退对方，只有在对方坚守阵地的情况下才会与对方交战。


(4)
 虽然只有使用长矛的方阵步兵可以组成方阵，但其余步兵，甚至轻步兵也同样可以组成相同的密集队形，只是不使用长矛作战而已。



第十七章　毁灭底比斯（公元前335年）

由于预见到马其顿年轻但英勇的国王将给自己本人以及波斯带来威胁（亚历山大也从不掩饰想要入侵波斯的企图），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派出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罗德岛人门侬（Memnon）前往小亚细亚抵挡马其顿人。此外，他还开始在希腊播撒黄金，引诱各城邦起兵反对马其顿及其国王对希腊的领导权。由于亚历山大长期远征伊利里亚，关于战事又没有什么消息传到希腊，这就导致希腊人之间出现了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军队都已经被野蛮人摧毁的谣言。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德摩斯梯尼编造出来的，甚至曾有一个声称亲眼看到亚历山大在佩利乌姆城下遭受致命一击的人从北方来到了雅典。不过若以亚历山大确实曾在佩利乌姆受伤的情况来看，此人所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雅典城中一部分底比斯流亡者
(1)

 认定这是推翻马其顿统治的绝佳机会。位于底比斯城中一个山丘上的卡德米亚卫城，自从喀罗尼亚会战后便为马其顿人所镇守着。流亡者们赶回底比斯，试图奇袭卡德米亚卫城的守军。他们被友人趁夜放进底比斯城内，杀死了从卫城中走出来、没有预料到发生兵变的马其顿军官，鼓动全邦发动叛乱，重新设立玻俄提亚长官职务（Boeotarch），并宣布底比斯重新独立。周边数座城市也宣布想要加入叛乱，而底比斯也许诺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作为叛乱的理由，底比斯坚称亚历山大一死，自己对马其顿便不再有效忠义务了。

亚历山大一听到这些消息，立刻便预见到他在希腊的统治将面临巨大危险，必须迅速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希腊人虽然在去年曾投票任命他为希腊统帅，但那却完全是出于现场马其顿军队的压力。斯巴达始终对他存有敌意，雅典也心怀不轨，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组成一个反对亚历山大的同盟，而此时伊利里亚人的问题也才刚刚圆满解决。不过从此时起，亚历山大身上却发生了一连串的幸事，就好像暴雨将至之时，风却突然将乌云吹走了一样。

按照某些说法，运气总是伴随着一个人自己的特点变化的。当他不受环境限制随心所欲时，运气就总会偏向他这一边。而一旦他开始屈从于环境条件，厄运就会接踵而至。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公允，有时哪怕是最能干的将领也会因人力无法控制的环境而备受拖累。任何一个熟知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战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二者的能力、对环境的掌控力都相当的情况下，前者总是能够拥有好运伴随，而后者却总是为厄运所累。如果一位干将因对方愚笨而获胜，那他又是不是因为幸运才没有遭遇旗鼓相当的对手呢？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亚历山大才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也仅限于这一层面为止。除此以外，所有关于亚历山大的所谓“幸运”，不过是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罢了。

亚历山大立刻便开始快速向希腊前进，其路线经由马其顿的欧耳代亚（Eordaea）和厄里米亚（Elimaea），之后又穿过了品都斯山脉（Pindus）的高地（阿里安称之为“诸峰”）。亚历山大在行军时之所以选择沿地势较高的山脚地带行动，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河流要比平原上更窄。而在山路和渡河之间本来就是两难选择。在七天之内，亚历山大抵达了色萨利境内皮纳乌斯河上的佩利纳（Pelina），之后再过六天，他便已经进入了玻俄提亚境内。亚历山大无疑是有着好运相伴才能如此快速地行军，但诸神也只会帮助那些能够自勉的人。这位国王在这一方面从不会将命运交给别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谁在个人努力方面能够超过他。
(2)

 亚历山大的行军之迅速，导致在底比斯人尚不知晓他已经穿过温泉关之时，他就已经到达了距离底比斯西北只有50斯塔德（不足6英里）的翁刻斯托斯（Onchestus）。可即使到了此时，亚历山大的敌手们还是坚信这位腓力之子已经死了，指挥军队的不过是安提帕特或者是与国王同名的林卡斯人亚历山大。他们之所以有如此想法的原因，也正如前文所述，是亚历山大确实在上一次会战中被对方的棍棒和石块所伤，导致希腊上下均认为他已经受了致命伤。如果说亚历山大在多瑙河和伊利里亚战役中表现出的速度、能量以及精干指挥已经足以使人为之震惊，那么这一次在山地之中，带领着数量可观的骑兵、步兵、大量炮兵以及补给纵列在两周内行军超过300英里，便足以成为整个战役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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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佩利乌姆到底比斯的行军示意图



亚历山大的出现立刻使底比斯的全部盟友四散而去，就连雅典都选择静观其变，使底比斯陷入了孤立（公元前335年8月）。

亚历山大希望对底比斯宽大处理，也并不愿意浪费手下士兵的性命。因此他在向底比斯城推进时速度十分缓慢，让对方有时间派出使者恳求原谅。他在城市以北宿营，监视着底比斯人，并等待对方做出回应。狄奥多拉斯和寇蒂斯（Quintus Curtius）
(3)

 均认为亚历山大此时的军队人数应为30000名步兵加上3000名骑兵。不过底比斯人却并不想要和平，他们自负地派出骑兵和轻步兵对亚历山大的前哨进行了一次坚决攻击。不过当他们就要进抵马其顿营地时，却被一支由弓箭手和重步兵组成的部队击退了。在此之后，亚历山大绕到了城市正面，面对着通向阿提卡（Attica）的城门重新宿营，以此来切断底比斯与雅典的联系。另外，从这里他也能看到卡德米亚卫城。而由于卡德米亚卫城与外城城墙相接，他在此处与卫城的距离也很接近。城内的底比斯人早已将马其顿驻军封锁在了卫城之内，并且在城外也修建了一些栅栏来加强阵地，阻止卫城获得外援。亚历山大此时仍保持着耐心。他派使者要求底比斯交出两位反马其顿的意见领袖——菲尼克斯（Phoenix）和普罗昔底（Prothytes），同时许诺其余所有愿意投降的人仍可维持原有生活。大部分公民都倾向于放弃叛乱，但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流亡者却千方百计地让人民拒绝了亚历山大的要求。可即使如此，亚历山大还是不愿意对底比斯发动进攻。这种自制力对他而言并不常见，而这肯定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动机——他希望拯救这座光彩夺目的城市，而且也不愿让自己的士兵遭受伤亡。

底比斯人的冥顽不化最终还是招致了毁灭。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说法，亚历山大此时已决心对该城发动进攻。不过托勒密却说亚历山大仍然不想付诸武力。无论如何，所有的这些拖延最终都被佩狄卡斯的方阵步兵旅画上了句号。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佩狄卡斯抓住一个有利时机，对底比斯人的阵地发动了进攻。在利用攻城器械打破栅栏或者城墙之后，佩狄卡斯立刻冲进缺口中，打击在了底比斯人针对卡德米亚卫城的围攻线上。位置邻接佩狄卡斯的阿明塔斯，也率领着自己的方阵步兵旅紧跟着前者攻入城内。看到佩狄卡斯和阿明塔斯已经打开了突破口之后，再加上担心独立行动的两个旅可能会被底比斯人压倒，亚历山大只好将原本就布置在附近作为支援兵力的全部轻步兵、弓箭手、阿吉里亚人都向前推进，命令他们跟随在佩狄卡斯和阿明塔斯后方前进。另外，他还将近卫步兵和持盾兵调动到了缺口外侧作为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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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底比斯示意图



佩狄卡斯在进攻第二道防线时身负重伤，但其手下却还是将敌军赶入了一条通向赫拉克勒斯神庙的甬道之中，并一直追击到了神庙脚下。不过在此处，底比斯人也重新集结了起来，并在绝望之中凭借一次反击逐退了马其顿的两个方阵步兵旅和轻步兵，
(4)

 其中后者甚至还在指挥官被杀后混乱地冲到了预备队阵地上，而底比斯人也就紧追在后。亚历山大早已排成方阵队形，做好了迎击他们的准备，而底比斯人也已经因为先前的成功而发生了一些秩序混乱，因此很容易便被亚历山大逐回城内，而他自己也跟着攻了进去。与此同时，卡德米亚卫城内的守军对安菲翁（Amphion）神庙方向发动了突围。一支马其顿部队也从两翼扫清并占领了城墙。这样一来，卫城守军和亚历山大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虽然底比斯人在市集和安菲翁神庙脚下仍尝试抵抗，但亚历山大很快就击败了少数留在原地等待马其顿人进攻的底比斯人。

底比斯骑兵逃离了城市，步兵们也在敌军攻击下一触即溃，虽然仍在英勇战斗，但却被驱散成小股孤立部队做困兽之斗。大批底比斯人遭到屠杀。但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玻俄提亚人、弗西亚人和普拉蒂亚人所杀的，其中玻俄提亚人更是一泄多年来受底比斯压迫之恨，马其顿人则并没有参与屠城。无论妇女、儿童，都没能逃过屠杀，哪怕是躲在自家宅院、神庙甚至祭坛中也不例外。马其顿人在当天的战斗中有500人阵亡，再加上受伤人数，其伤亡比达到了相对较高的17％。底比斯方面则有6000人阵亡，30000人被卖为奴隶，后者据说总共卖出了相当于535000美元
(5)

 的价格，平均每人不到18美元。这对于当时奴隶市价而言要算是很有意思的统计，不过大批奴隶进入市场也可能导致了单价的下跌。后来亚历山大对自己在底比斯的残忍感到后悔，认定这一行为触怒了底比斯的保护神狄俄尼索斯，导致后者对他后来的功业总是心怀恶意。

亚历山大行动的迅速和猛烈让整个希腊都目瞪口呆，雅典立刻便不再对这位征服者进行任何抵抗。斯巴达也对曾在伊巴密浓达领导下于留克特拉、曼丁尼亚两战中击败自己的底比斯人居然被这位半神打得支离破碎而惊讶不已。在当时，人们认为底比斯已经被众神所抛弃，而亚历山大则成了奥林匹亚诸神的宠儿。

现在这位国王将底比斯方面的事务交给了常年与底比斯敌对的盟友处理。最终底比斯全城都被夷为平地，只有那些曾经支持腓力和亚历山大的人以及诗人品达的宅院得以幸免。马其顿部队重新进驻卡德米亚卫城，底比斯的土地则被马其顿盟友所瓜分。到公元前335年9月，这个曾孕育出伊巴密浓达的光辉城邦，已经凄惨地从世界上消失了。每当想起这位杰出的指挥官，我们便不禁为底比斯的命运而伤感。被底比斯摧毁的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和普拉蒂亚则得到了重建。

为援助底比斯人，雅典甚至已经派出部队前去支援，但在获悉其命运之后便立刻将他们召回了。曾同样反对马其顿的埃托利亚和埃里亚人现在也急忙派出使者恳求原谅。亚历山大宽大处理了这些城邦，不仅因为他急于对亚洲进行远征，也同样是因为他本性慷慨。另外，除天性如此以外，亚历山大也深知在惩罚过后施以仁慈是非常合算、有效的政治手段。雅典也同样派出使者来平息马其顿国王的愤怒。亚历山大一开始要求他们交出包括德摩斯梯尼在内9位曾猛烈抨击过马其顿的意见领袖，不过由于雅典人的求情，他也明智地同意放弃这一要求，只坚持要求将卡里德摩斯（Charidemus）流放。雅典人接受了这一惩罚，卡里德摩斯则前往波斯为大流士三世效力，但后来又被他的新主子所处死。到了当年秋天，亚历山大率军回到了马其顿。

在接下来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十二年中，有关希腊本土的历史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逐渐沦为亚历山大东方大帝国的一块属地。内斗和不断爆发的反马其顿热潮成为希腊政治的全部内容。

综上所述，亚历山大在短短一年之后，不仅稳住了他的王位，而且也清除了蛮族邻人的威胁，平息了希腊同胞的叛乱，使自己得以安全地专心于亚洲问题，而这才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对于他的国王生涯而言，第一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接下来的数周中，亚历山大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改组军队、整备战舰的工作之中。与此同时，他还要对自己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进行研究，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挑战——亚历山大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


(1)
 这些流亡者们本是在喀罗尼亚会战后被逐出本邦的反马其顿主义者，但他们在雅典却正好起到了联合两个城邦反马其顿势力的作用。


(2)
 事实上，由于腓力在训练马其顿军队时曾常让军队进行急行军训练，因此马其顿士兵对马其顿和色萨利境内的地形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这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亚历山大的快速行动有所帮助。


(3)
 公元1世纪著名的罗马史学家。


(4)
 由于城内的空间狭小，方阵步兵旅是无法使用萨里沙长矛作战的，而只能使用短剑进行个人的白刃战。


(5)
 约合今日的535万美元。



第十八章　出征亚洲（公元前334年）

在叙述亚历山大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两个极端理论进行说明。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征波斯不过是一种半疯狂的行径，亚历山大也不过是一个赌徒，其行动完全建立在暴躁性格以及对马其顿这个小国的绝对专制之上，他的成功也不过是源自匹夫之勇和众所周知的好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次远征建立在筹划已久的精密计划之上，亚历山大对自己所面对的地区、政府、资源、地理限制以及军事力量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就好像是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前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一样。这两种观点都与事实相去甚远，但考虑到所谓“好运”只不过是亚历山大本人智慧、勇气、人格以及体能的一种体现，后一种观点无疑要更加合理一些。如果古代世界能够将亚历山大的想法和一举一动都记录在历史中，有亚里士多德做导师的亚历山大又何尝不能同样了解这个世界？

相对而言，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亚历山大掌握了多少有关波斯帝国的信息。小亚细亚早已遍布希腊人口，他们与波斯人也有频繁接触，因此亚历山大对波斯大王手中的这一部分国土肯定会比较熟悉。对于小亚细亚以远的地区，亚历山大可能便只能依靠色诺芬的《长征记》以及那本不可靠的《居鲁士的教育》做参考了。而那时的探险家，在信息方面也和现在一样不可靠。为波斯人效力的希腊佣兵对波斯也只是一知半解。亚历山大可能从没有读过克特西亚斯所著的波斯史。阿塔巴赞（Artabazus）和门侬两位名将曾在佩拉避难，他们可能提供了不少信息，波斯使者也可能会受到审问，以上这些途径被使用到了何种程度也难以说清。不过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所有战役中都有着细心收集情报的习惯。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尽管他本人也无法认清自己所面对的实际障碍和地理距离，但他还是在出发前便已经收集了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部分核心知识。而对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则完全是一片空白，或只能凭借想象了。

不过亚历山大却具有一个过人的优点——他能够从一些片面的情报中总结出惊人准确的实事。另外，他对于一两件互不相关之事，也能准确判断出其价值所在。能够认清整体事实而不被部分情况所误导，不因细节拖累而阻碍了主要目标达成，对于一些隐晦征兆也能正确理解，在指挥艺术中没有什么比这些能力更有效用。亚历山大的所有战役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他的这种能力，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即使他对于所有重要目标都缺乏细节方面的了解，但至少在远及巴比伦所在的幼发拉底河的范畴之内，他还是能够制定出大体的行动计划。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被自己宏大的想象力带到了比幼发拉底河更远之地。所有的伟大统帅都拥有充足的想象力，或者至少也拥有足够的热情，而这些将领也都能将自己的想象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这方面，亚历山大也同样出色。我们知道腓力对入侵亚洲酝酿已久，而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一计划的熏陶中长大成人。所有事实都显示出，马其顿已经坚持不懈地为这一计划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准备工作。很少有什么文物能够比当时的铸币更能揭示事实真相——早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数年，我们就已经能够从腓力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和一些小亚细亚城市所铸钱币中看到这对父子的征服意图了。

到此时为止，马其顿所秉承的政策并不需要希腊为自己提供一支舰队。假使拥有希腊本可以提供的舰队支援，亚历山大便能够控制爱琴海，并将未来战役建立在一个更安全的基础上。不过此时再做准备已经为时已晚，亚历山大只能单纯依靠陆军了。虽然当时的舰队能够比今日更迅速地建造出来并做好战斗准备，但如果亚历山大想要准备出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也还是需要将远征推迟数月之久。亚历山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不耐烦的人，而且他也很有可能并未充分认识到海权的价值所在。虽然他有着能够从过往中迅速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甚至也经常在事件发生之前就预见到危险，但此时其头脑中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一支舰队所能带来的优势，因为此前他所经历的战事全都发生在陆地上。在远征开始时，亚历山大手中只有160艘三列桨战舰。

为确保马其顿本土安全，亚历山大也做了明智的准备。绝大部分盟邦的首领都会随国王一同出征，其领地也大多将交由公民领袖来管理，以确保这些地区的行为检点。安提帕特留在国内担任摄政，亚历山大也为他留下了一支足以令人畏惧的部队。安提帕特和帕尔梅尼奥曾劝说亚历山大在出发之前应首先结婚，生下子嗣之后再行出征。
(1)

 亚历山大并不想让波斯人获得充足的准备时间，因此拒绝了这一建议。难道他要坐等波斯大王派出一支舰队来到马其顿海岸，又或是率领大军越过托罗斯山脉（Taurus）抵挡马其顿入侵？如果亚历山大尚希望将小亚细亚作为行动基地，那他便不能耽误任何时间，而必须在敌军将其固守住之前便将其占领。被波斯人倚重的腓尼基和塞浦路斯（Cyprus）拥有当时最好的水手，一声令下便可集结超过400艘战舰，即使整个希腊相加也无法与之相比。波斯陆军同样不计其数，假以时日便会将整个小亚细亚淹没。到了那时，亚历山大又如何才能展开他的战役呢？他必须在道路被挡住之前便将计划付诸实施。

亚历山大自己也已经做好长期，甚至永久离开本土的准备，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亲友以帮助他们负担昂贵装备所需的费用，他给自己所留下的，正是如他所笑言的“希望”。亚历山大的以身作则将所有伙伴骑兵的热情带到了最高点，甚至他们中也有不少出身富庶者效仿国王。这些轶事可能只是史学家们的夸大其词，但也足以显示从亚历山大本人的热情之中，可以诞生出何等伟大的精神影响力。

为建立手中的完美军队，腓力在遇刺时总计有500台仑的债务。而到了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出发时，他又给这笔欠款增加了800台仑，而手中可用的现金则只剩下了60台仑——他确实需要“希望”。

与此相对，波斯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其过分膨胀的疆域早已顽疾缠身，存在着诸多足以导致帝国覆灭的问题。波斯长久以来之所以仍能抵挡住希腊人的入侵意图，所依靠的只有黄金。通过聪明地为不同城邦提供资金，使他们不断互相争斗，避免了希腊城邦联起手来入侵波斯。可是当马其顿统治崛起之后，波斯人的怯懦政策便失去了效用，只能等待入侵者破门而入了。

如前所述，大流士已经派遣罗德岛人门侬前往小亚细亚对抗帕尔梅尼奥和阿塔拉斯，后二者之前也曾在密细亚（Mysia）进行了一次并无太多结果的战役。在那之后，阿塔拉斯被亚历山大以叛国罪名处死，其所辖部队则在短暂犹豫之后重新效忠国王，并加入了忠心不二的帕尔梅尼奥指挥下。虽然这支先头部队的战役并没有什么成果，但对于开辟并守住桥头堡、掩护亚历山大渡过海峡却至关重要。门侬是一位出色的战士，很奇怪他为何没有将马其顿军队逐出小亚细亚，尤其是在多瑙河和佩利乌姆战役前帕尔梅尼奥被召回马其顿的情况下。其原因可能在于波斯各总督嫉妒一切执掌大权的希腊人，导致门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展开积极行动。所有这些情况对亚历山大而言都可以说非常幸运。如果门侬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很可能会挽回波斯方面的颓势。

在亚历山大入侵不久之前，波斯人刚刚重占埃及和腓尼基，其主要依靠的力量便是罗德岛人门托耳（Mentor）的希腊佣兵。在那之后，门托耳成了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附近地区的波斯军队总指挥，弟弟门侬和义兄阿塔巴赞也在其手下效力。在门托耳死后，门侬接过了兄长的职务。在此期间，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这一脉的整支皇族都为宦官巴高斯（Bagoas）所囚禁，而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后裔大流士三世被扶上了王位。在腓力遇刺时掌管了波斯大权的大流士三世，曾一度幻想年纪轻轻的亚历山大根本无法遂行入侵亚洲的计划，因此放松了戒备，认定只要继续在反马其顿的希腊城邦中播撒黄金，便足以将他困在本土。从希腊获悉了更多情报的门侬明智地建议国王加强备战，但后者却并没有听从其劝告。大流士三世所具备的能力，也许可以使他在更为和平宽松的环境下成为开明、公正的君主。但与亚历山大压倒性的军事生涯相比，这位国王却显得愚笨且死气沉沉，根本无力抵挡亚历山大锐不可当的前进步伐。

波斯帝国此时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不少省区的总督对国王根本没有忠诚可言，因此他们也不会反对任何新征服者。波斯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帝国，实际上却已经分裂成一系列自给自足的小型王国了。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对波斯西部的政治和地理情况，也像他对当时的战争艺术一样了解。相邻总督之间的嫉妒和争斗使他们几乎发生内战。亚历山大只要能够利用这种局面，便可以轻松地敲开波斯帝国大门，而这也正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亚历山大手中的军队不仅对这位年轻指挥官忠心耿耿，而且更渴望从波斯最富庶的省区中得到战利品，亚历山大也愿意将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分给士兵们。到了后来，作为对勇敢和艰辛的报酬，马其顿的将军们变得比王公贵族更加富有，甚至连普通士兵所得到的赏金，相比他们在国内的财产也显得无法计数。

在完成了稳定国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准备工作之后，亚历山大终于感到自己可以安全离开马其顿了。这场对波斯的远征，在名义上是要将所有亚洲的希腊殖民地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也使远征本身在希腊受到强烈支持，希腊人也为亚历山大提供了7000名同盟军和5000名佣兵的支援，只有一部分阴谋分子仍在秘密反对马其顿。由于亚历山大自称出身于阿喀琉斯血脉，他也号称自己有权领导这次远征。在从征讨底比斯的战役结束返回马其顿之后，整个冬天他都奔忙于准备远征，其间也交替以献祭和运动会向诸神致敬。至于其手下最重要的两员副将，亚历山大计划让帕尔梅尼奥追随自己前往亚洲而将安提帕特留在本土。尽管他的母亲对安提帕特并不满意，但在亚历山大看来，他是唯一一个能在自己长期征战期间，明智稳健地处理政务的人选。

公元前334年早春，在给安提帕特留下12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来镇守希腊、抵挡波斯舰队并防止他人篡夺马其顿王位、镇压不满势力，同时也将安提帕特的三个儿子带在身边以确保其忠诚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赫勒斯滂海峡进发了。此时他手中拥有大约3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对于他们所面对的波斯大军，以及他们即将用一场入侵来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命运而言，这无疑是一支小部队。而亚历山大营帐中，也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他所能借来的现金。

亚历山大所要入侵的，正是在薛西斯、居鲁士手中拥有无尽资源和财富，以及遍布勇猛能干之士，但如今却已经彻底腐化的土地。波斯国土虽然要比亚历山大手中的土地大30倍，但却有着缺乏凝聚力的致命弱点。只要不遭受失败，亚历山大每在一处获得胜利，就能夺取那片土地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对于这一情况心知肚明，而且也决心利用这种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情况。另外，他还计划在途经的土地上就地取食，并用当地财富犒赏手下将士以及那些自愿加入己方的大流士仆从。

以下是亚历山大军队的组织结构：


1．骑兵（5200人）

重骑兵（3400人）：

马其顿伙伴骑兵（费罗塔斯）：8个中队，每中队150至300人，计1800人；

声望仅次于前者的色萨利骑兵（卡拉斯）：8个中队，计1200人；

希腊辅助骑兵（腓力）：8个中队，计400人。

轻骑兵（1800人）：

马其顿枪骑兵、先锋战士（阿明塔斯）：4个中队，计600人；

配奥尼亚轻骑兵（阿里斯托）：4个中队，计600人；

欧德利西亚轻骑兵（阿伽托）：8个中队，计600人。



2．步兵（30000人）

方阵步兵（19000人）：

6个马其顿方阵步兵旅：每个旅由6个250人的营或3个500人的团组成，6个旅长分别为佩狄卡斯、寇纳斯、阿明塔斯、梅利埃格、腓力（后由波利伯孔接替）、克拉特鲁斯，计9000人；

希腊辅助方阵步兵（安提柯）：6个旅，计4000人；

希腊雇佣方阵步兵（梅纳德拉斯）：6个旅，计6000人。

轻盾兵（9000人）：

马其顿持盾兵（尼卡诺尔）：5个营，计3000人（持盾兵可能应被划为方阵步兵）；

希腊辅助轻盾兵（指挥官不明）：5个营，计1000人；

希腊雇佣轻盾兵（指挥官不明）：5个营，计1000人；

色雷斯标枪兵（指挥官不明）：4个营，计4000人。

轻步兵（2000人）：

马其顿弓箭手（克利尔库斯兼任）：500人；

克里特弓箭手（克利尔库斯兼任）：500人；

阿吉里亚标枪兵（阿塔罗斯）：1000人。



总计：

步兵30000人，骑兵5200人，全军35200人。



必须注意的是，这些部队的实际比例和组织细节可能与上表中所列者并不相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支作战部队会严格符合其理论编制。亚历山大也不过只是在留下足够保证马其顿安全的部队之后，将国内其余所有兵力都编组起来带去参加远征了而已。

史料中并没有提及亚历山大的炮兵指挥官。毫无疑问，攻城器械需要专门训练的士兵来操作，但显然他们在当时并不被视作军队组织的一部分。对炮兵指挥官的忽视也同样出现在中世纪。

上表中所列出者为各部队的首任指挥官，但这些指挥岗位在战争中也会出现很多变化。如后面的指挥官列表中所示，后来在战争中总共有14位其他军官曾作为方阵步兵旅长而被史料所记载。其余部队的指挥官也会经常更换，而在吸纳了大量东方部队之后，全军人数在进入印度时也增加到了14万人。

马其顿人、希腊人以及盟邦军队通常都会尽量按照兵源地区编组在一起，以使他们能够孕育出一种团队精神，并促使各团队之间竞争。我们无法确定色雷斯人、阿吉里亚人、欧德利西亚人和配奥尼亚人完全都以盟军身份参战，还是他们中也有部分人员以佣兵身份参战。二者区别在于，一旦出现战事，同盟军便要在马其顿人召唤之下投入战斗，而佣兵则只在双方约定好的时间范围内服役。这些部落的贵族必须无条件为主君效力，正规部队通常也会服役很长时间。希腊辅助部队和佣兵在战争中通常都会与马其顿士兵混编在一起，方阵步兵的行长和营长通常也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各半。

至于亚历山大军队中行李纵列的规模，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做一估计。炮兵（准确来说应称之为抛射武器）需要马匹，虽然其所需的马匹数量不会像今天的炮兵那么多，但如木梁等沉重部件还是需要驮兽来负担，而其使用的大型箭矢则不需要运输，只需就地取材即可制成。可即使军队所需的弹药很容易获取，口粮和草料还是需要运输的。腓力曾下令将骑兵的随军奴隶减少到一人，此人可能也会乘马，这就意味着，如果这名奴隶想要为主人和自己的马携带草料，就必须还要再有一匹驮马。单是这些，就已经使骑兵部队中的马匹数量达到了骑兵人数的三倍。在某一时刻，方阵步兵在严令下只削减到每十人仅有一名奴隶，可能还有一匹驮马。此外，指挥部也一定需要相当数量的驮兽。总体而言，马其顿军队的行李纵列绝不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小太多，尤其是在考虑到他们还允许士兵随军携带战利品和女人的情况下。

以下是亚历山大手下值得提及的军官，总数为68人。一些部队的指挥官经常出现变更，有些部队则常年都由一人领导。由于各种史料互相矛盾，我们不可能列出一份完全准确的将领职务名单，只能尽可能精确地列出下表
(2)

 ：


1．帕尔梅尼奥，国王手下的全军司令，通常指挥军队左翼，而亚历山大本人指挥右翼。

（以下第2至第9位八人曾相继担任亚历山大的侍从副官
(3)

 ，深受国王信任，只要不被派出指挥部队，就总会伴随国王左右。他们相当于军队中的将官、参谋或副官以及国王本人的近侍。以下为阿里安记录下的各位侍从副官，另外一些史学家也曾提及另外两到三人。）

2．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国王的密友，阿明塔斯之子，生于佩拉。

3．列昂纳托（Leonnatus），安帖斯（Anteas）之子，生于佩拉。

4．利西马科斯，阿伽托克利斯（Agathocles）之子，生于佩拉。

5．佩狄卡斯，欧戎提斯之子，生于奥勒提斯（Orestis），也负责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6．阿里斯托纳斯（Aristonus），皮萨乌斯（Pisaeus）之子，生于佩拉。

7．托勒密（Ptolemy），拉古斯（Lagus）之子，生于欧耳代亚，他接替了德米特里厄斯。

8．培松（Peithon），克拉提亚斯（Crateas）之子，生于欧耳代亚。

9．朴塞斯塔斯（Peucestas），公元前325年在卡尔马尼亚（Carmania）被任命为侍从副官。

10．费罗塔斯，帕尔梅尼奥之子，指挥伙伴骑兵。

11．尼卡诺尔，帕尔梅尼奥之子，指挥持盾兵。

12．“黑人”克雷塔斯，德罗皮达斯（Dropidas）之子，指挥近卫骑兵。

13．格劳西阿斯，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4．阿里斯托，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5．索坡利斯，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6．赫拉克利德斯，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7．德米特里厄斯，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8．梅利埃格，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19．赫格罗卡斯，指挥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20．寇纳斯，帕尔梅尼奥的女婿，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后来又负责指挥近卫骑兵。

21．阿明塔斯，安德罗米尼斯（Andromenes）之子，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22．梅利埃格（第二位），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23．腓力，阿明塔斯之子，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24．克拉特鲁斯（Craterus），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25．波利伯孔（Polysperchon），接替托勒密和克拉特鲁斯成为方阵步兵旅长。
(4)



26．卡拉斯，哈帕拉斯之子，指挥色萨利骑兵。

27．腓力（第二位），米内劳斯之子，指挥希腊骑兵。

28．腓力（第三位），马卡塔斯之子，指挥一个步兵旅。

29．西塔西斯（Sitaleces），指挥色雷斯标枪兵。

30．克利尔库斯，指挥马其顿和克里特弓箭手，后来又负责指挥希腊辅助部队。

31．克林德（Cleander），接替克利尔库斯指挥马其顿和克里特弓箭手。

32．安提约古斯（Antiochus），接替克林德指挥马其顿和克里特弓箭手。

33．欧布里昂（Ombrion），接替安提约古斯指挥马其顿和克里特弓箭手。

34．安提约古斯（第二位），指挥一个步兵旅。

35．阿塔拉斯，指挥阿吉里亚人，后指挥一个步兵旅。

36．阿德米塔斯（Admetus），在泰尔围攻战期间临时指挥持盾兵。

37．阿明塔斯（第二位），林卡斯人阿拉皮阿斯（Arrhabaeus）之子，指挥马其顿枪骑兵。

38．阿明塔斯（第三位），指挥一个步兵旅。

39．阿里斯托（第二位），指挥配奥尼亚轻骑兵。

40．阿伽托，帕尔梅尼奥的兄弟，指挥欧德利西亚轻骑兵。

41．安提柯，腓力之子，马其顿人，指挥希腊辅助方阵步兵。

42．巴拉克鲁斯（Balacrus），阿明塔斯之子，安提柯的副手，指挥希腊辅助方阵步兵。

43．巴拉克鲁斯（第二位），尼卡诺尔之子，史料中有时认为他也是一位侍从副官。

44．梅纳德拉斯（Menandrus），尼卡诺尔之子，指挥希腊雇佣方阵步兵。

45．塞琉古，皇家卫队指挥官。

46．托勒密（第二位），塞琉古之子，指挥一个步兵旅。

47．西塔西斯，指挥色雷斯人。
(5)



48．托勒密（第三位），腓力之子，曾临时指挥过一个伙伴骑兵中队。

49．费罗塔斯（第二位），指挥一个步兵旅。

50．卡拉纳斯（Calanus），接替巴拉克鲁斯指挥希腊辅助部队。

51．阿西塔斯（Alcestas），指挥一个步兵旅。

52．托勒密（第四位），指挥一个步兵旅。

53．格尔吉阿斯（Gorgias），指挥一个步兵旅。

54．阿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ulus），一位低级军官，曾撰写了一部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

55．“白人”克雷塔斯，指挥一个方阵步兵旅。

56．培松（第二位），索索克勒斯（Sosocles）之子，步兵军官。

57．培松（第三位），阿格诺尔（Agenor）之子，指挥一个步兵旅。

58．涅俄普托勒摩斯，指挥一个步兵旅。

59．安提贞尼斯（Antigenes），指挥一个步兵旅。

60．卡桑德（Cassander），指挥一个步兵旅。

61．林卡斯人亚历山大，埃罗普斯（Aeropus）之子，卡拉斯的副官，指挥色萨利骑兵。

62．埃瑞吉亚斯，希腊同盟骑兵指挥官。

63．西米阿斯（Simmias），指挥一个步兵旅。

64．阿塔巴赞，原大流士的希腊佣兵指挥官，后效力于亚历山大。

65．尼阿卡斯，早年是一位步兵军官，后来却成为杰出的舰队司令。

66．欧迈尼斯（Eumenes），书记官。

67．迪阿迭斯（Diades），工程师。

68．拉俄墨冬，宪兵司令。



以上这些将领们在所有亚历山大的战役中都会被经常提及，其他军官则远没有这些人那么重要。这些将领通常都会保持在同一指挥岗位上，只有受伤、死亡、晋升、派去执行其他任务或因失职受罚时才会发生变化。

作为这些将军的首领，国王亚历山大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优秀统帅，而他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全军的表率和领袖，同时他也是全军中最为努力、最不知疲倦、最有活力、最勇敢、最杰出的一员。他的成就以及工作的方式，均被副将们所竞相模仿，而他们也因此而被抬高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亚历山大从不要求他人“冲上去！”而总是以身作则要求士兵们“跟上来！”在面对最艰巨的任务时，他总会亲力亲为；面对最致命的危险时，他也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去。尽管亚历山大拥有更好的盔甲，但他身上的伤痕却要比手下最鲁莽的勇士还要更多。他的勇气、体力、使用武器的技艺以及耐力也令他人无法望其项背。从投掷阿吉里亚标枪到调动方阵行动，从指挥重步兵进行长矛操练到率领全军进行会战，亚历山大在一切军事技能上都出类拔萃。他的一言一行之所以为全军所信服，绝非因其出身王室，而是因为他伟大的头脑、心灵以及能量。

亚历山大前往亚洲的道路位于爱琴海岸与切西尼地斯湖（Cercinitis）之间，经由安菲波利斯、阿布德拉（Abdera）以及马罗尼亚（Maroneia），之后跨过赫伯鲁河（Hebrus）和美腊思河（Melas）南下，最终抵达距离佩拉大约350公里的塞斯托斯（Sestos）。总计耗费20天，行军十分迅速。据说舰队全程都沿着海岸伴随陆军，并在每天夜间上岸与后者会合。这也是陆军与舰队目的地相同时的惯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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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佩拉前往小亚细亚的行军示意图



帕尔梅尼奥受命将绝大部分骑兵和步兵从塞斯托斯运到阿比杜斯（Abydos）。为此亚历山大将160艘战舰和集结在赫勒斯滂的大批商船都交给了他。由于没有受到任何波斯部队或门侬手中的希腊佣兵阻挡，这一运输工作得以轻松完成。亚历山大本人据说只带领持盾兵和伙伴骑兵等少部分军队，在埃莱欧斯（Elaeus）向普罗忒西劳斯（Protesilaus）这位首个登上特洛伊海岸的希腊人陵寝献祭后，亲自掌舵从那里起航，并在距离埃阿斯、阿喀琉斯和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不远的西基昂角（Cape Sigeum）登陆。在于航行过程中向波塞冬（Poseidon）和涅瑞伊得斯（Nereids）献祭之后，亚历山大从船头向亚洲投掷出一支长矛，作为征服波斯意图的象征，并第一个全副武装踏上了海岸。

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又率领着这支精兵前去凭吊特洛伊的遗址，在那里向众神和普里阿摩斯（Priam）献祭。亚历山大还特别亲自向阿喀琉斯献祭，而他的密友赫菲斯提翁也为阿喀琉斯的密友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献上祭酒。从伊里乌姆（Ilium）高地上的雅典娜神庙中，亚历山大带走了据称为荷马笔下英雄所佩戴过的武器和盔甲，然后又把自己的全副盔甲献给了神庙。从此时起，这些神圣武器便由一位特别挑选的勇士负责携带，战斗时紧随亚历山大。所有这些纷繁的仪式都依照希腊风俗进行，而且也非常符合亚历山大多少有些迷信的性格。为纪念亚历山大登陆亚洲的地点，那里建起了祭坛和纪念碑，而一座名为新特洛伊的城市也被建立起来。

通过这些行动，我们能够看到亚历山大性格的缩影。与其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荷马式的英雄。他爱恨分明，既有常识又略显迷信，慷慨却又狂躁易怒，无异于一位现世的阿喀琉斯。不过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亚历山大还蕴藏着希腊民族的全部智慧，二者相加，最终使他成为世界前所未见的最伟大战士。

在这里，亚历山大还对军队进行了一次检阅，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其军队组成如下：


步兵（30000人）：

马其顿方阵步兵，计12000人；

同盟重步兵7000人、雇佣重步兵5000人，计12000人；

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计5000人；

阿吉里亚标枪兵和弓箭手，计1000人。

骑兵（4500人）：

马其顿重骑兵（费罗塔斯），计1500人；

色萨利重骑兵（卡拉斯），计1500人；

希腊雇佣骑兵（埃瑞吉亚斯），计600人；

色雷斯和配奥尼亚轻骑兵（卡桑德），计900人。

总计：34500人。



除少数指挥官职务以外，这一数字与前文给出的数字相差不大。在这些兵力以外，还要再加上早已进入小亚细亚的帕尔梅尼奥残部5000人。不过随着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各地派驻了越来越多的驻防部队，其手中实际可用的作战部队也迅速减少了。



————————————————————


(1)
 这一点足以证明此二人对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忠诚，因为亚历山大无子的情况原本是他们夺取王位的最好机会。


(2)
 这一列表中所列出的将领和相应职务仅代表这些人所担任过的职务，而非所有这些将领都是在同一时刻担任对应职务。


(3)
 最多时，同时有七人担任这一职务。


(4)
 作者在这里可能有所混淆，因为在上一个列表中，作者刚刚将波利伯孔列为腓力的接替者，而在这里又将其列为克拉特鲁斯或者托勒密的接替者。


(5)
 此处与第29条似乎重复，也可能是同名指挥官或上一位西塔西斯的亲戚接任了这一职务。



第十九章　格拉尼卡斯会战（公元前334年5月）

亚历山大在阿利斯贝（Arisbe）与军队会合，第二天便开始向佩柯提（Percote）前进。由于发现艾达山（Mount Ida）的关口已被敌军占领，而波斯陆军也已经集中在了扎雷亚（Zeleia）平原上，因此亚历山大转而向北沿着海岸行军，以此来绕过艾达山口的阵地，并寻找和敌军进行会战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专门下令禁止士兵蹂躏途经的土地或伤害当地人民。越过兰萨库斯（Lampsacus）之后，亚历山大派出了一支由1个伙伴骑兵中队和4个枪骑兵中队组成的侦察部队，由林卡斯人阿明塔斯指挥，同时又派遣帕内古拉斯（Panegorus）率领另一支伙伴骑兵去占领位于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入海口、控制着格拉尼卡斯河流域整个平原的小镇普里阿普斯（Priapus），这个小镇随即向马其顿人投降。

波斯舰队近在咫尺，控制着爱琴海。波斯陆军也位于格拉尼卡斯河对面的平原上，其中包括20000名波斯、巴克特里亚、米底、赫卡尼亚（Hyrcania）、帕弗拉戈尼亚（Paphlagonia）骑兵，以及与之数量相差不多的希腊佣兵。而狄奥多拉斯给出的10万步兵、10000骑兵的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不过只要部署得当，这支部队的数量也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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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格拉尼卡斯河示意图



波斯人此时正由吕底亚、爱奥尼亚总督斯皮瑞达提斯（Spithridates）以及赫勒斯滂-弗里吉亚地区（Hellespont-Phrygia）总督阿西提斯（Arsites）共同指挥，同时军中也还有不少贵族和英勇的首领，其中包括波斯人奥马里斯（Omares）、卡帕多西亚骑兵指挥官米特罗布赞斯（Mithrobarzanes）、阿萨米斯（Arsames）、罗米色瑞斯（Rheomithres）、佩提尼斯（Petines）、尼发提斯（Niphates）、大弗里吉亚（Greater Phrygia）总督阿提耶斯（Atizyes）以及不少皇亲贵族。另外希腊佣兵则属于门侬麾下一部。这支部队兵员精良、将领出色，即使不能阻止住马其顿陆军，也足以拖延其行动，并对其声望造成打击。

虽然门侬在军队中的指挥级别不高，但还是明智地建议波斯将军们应避免与亚历山大进行决定性会战，主动撤退并切断亚历山大的供给，如果有必要，就焚烧农田作物、村庄，将小亚细亚西部变为一片赤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门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知道己方拥有无限资源，也知道亚历山大在给养和资金方面都非常缺乏。另外，门侬还提出由他本人率领一支地面部队前往马其顿，并由已经集结好的舰队加以支援。但这个绝妙的建议却被波斯将领们拒绝了，他们对门侬满是嫉妒和怀疑，不仅因为后者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也因为他深受波斯大王信任。这些将军们自恃勇敢，认为仅凭勇气便足以压倒入侵者。阿西提斯更是宣称绝不允许在自己的省区中烧毁一栋房屋，而门侬的建议遭拒也使亚历山大受益匪浅。在商议过后，波斯将领们决定立刻与亚历山大进行会战，并率军前进到了格拉尼卡斯一线，以阻止对方渡河。

在获悉波斯军队已经抵达附近之后，总是直向目标挺进的亚历山大将重步兵依照左右两翼分为两个纵队，马其顿骑兵位于右翼，色萨利和希腊骑兵位于左翼，行李纵列和大部分轻装部队则位于重装部队后方。赫格罗卡斯率领着枪骑兵和大约500名轻步兵组成前卫。从格拉尼卡斯河方向不断有侦察兵骑马回来，报告说波斯人已经在对岸占据了阵地，并排成了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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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尼卡斯会战示意图



格拉尼卡斯河有多处可供部队涉渡过河，但在其他地方水流又深又快，河对岸也十分陡峭，一支军队很难在有敌军阻挡的情况下渡河。由于渡河时部队必须排成纵队来对抗水流，其面对敌军的正面十分狭窄，侧面也很容易遭到波斯骑兵攻击。由于此时白昼即将过去，帕尔梅尼奥便建议军队先宿营过夜，希望对方会在看到马其顿大军的数量后主动撤退，并借此来避免首战即受挫败（在此时的情况下也绝非不可能），以致影响军队士气。不过亚历山大却更加相信勇敢进攻对士气的激励作用，而且在侦察之后，他也已经确定对方部署失当，因此决定立刻渡河。亚历山大坚信自己能够强渡过河，甚至不愿为此使用诡计诱惑对方。他希望通过这种行动给波斯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使是如此的天险，也不会让亚历山大暂停一步。以免波斯人鼓起勇气来阻挡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在战术、战略层面的勇敢，绝不亚于个人层面上的大胆。在他这第一次大会战中，即使已经大胆到接近有勇无谋，却仍然很难说这一决定不比谨慎行动更合理。

波斯首领们将骑兵部署在了河岸上，虽然波斯骑兵在数代人以来都被视作最好的攻击部队，但使用长矛的希腊雇佣步兵无疑要远比他们更适于防御河流。不过由于波斯人对门侬的嫉妒，希腊佣兵被部署在了骑兵后方。在这里他们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只能作为战事的旁观者。抵达河岸后，马其顿纵队向左右展开成横队，帕尔梅尼奥负责指挥左翼，亚历山大本人则指挥右翼。整支军队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部分。

从右侧起，马其顿最外侧的部队是费罗塔斯的伙伴骑兵，他们拥有弓箭手和阿吉里亚标枪手支援。按照某种惯例，腓力之子托勒密在当天身负率领重骑兵前卫的荣誉，也就是阿里安所说的苏格拉底（Socrates）中队。在其左侧则是阿明塔斯所率领的枪骑兵和配奥尼亚轻骑兵，由一个营的持盾兵为其提供稳定性，他们都被部署在右翼前方。亚历山大本人率领着其余伙伴骑兵位于托勒密后方，尼卡诺尔也率领着其余持盾兵部署在重骑兵左侧，接下来则分别是佩狄卡斯、寇纳斯、阿明塔斯（指挥步兵的一位）以及阿明塔斯之子腓力的方阵步兵旅。

亚历山大计划利用阿明塔斯的轻装部队来吸引波斯左翼的注意力，并由托勒密的重骑兵中队紧随其后。而他自己率领的7个伙伴骑兵中队则将在左侧方阵的支援下带领整个右翼给予敌军沉重打击。马其顿右翼将因这一行动形成斜形序列，其中较为靠左的部分拖后。帕尔梅尼奥指挥的左翼在必要时可独立行动。在这一侧，从左算起分别为卡拉斯的色萨利骑兵、米内劳斯之子腓力的希腊同盟骑兵、阿伽托的色萨利骑兵以及克拉特鲁斯、梅利埃格的方阵步兵旅，其中后者与右翼的腓力方阵旅相连。攻城武器也被部署在这一翼后方向对岸投射矢石，以此来支援帕尔梅尼奥同样以斜形序列对波斯右翼发动的攻势。史料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武器发挥了什么作用，不过对于河对岸的白刃战而言，抛射武器对敌我双方会造成同等危险。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新鲜的并非其效果，而是使用本身，因为在亚历山大之前，所有这些攻城武器的使用都还局限于围攻战。

波斯人在骑兵方面是亚历山大的四倍，但根本没有使用自己的步兵。整场会战胜负完全由双方骑兵的行动决定，方阵则只是在胜负已定之后才发挥了作用。波斯骑兵以方阵序列沿河岸部署，步兵则如上所述被置于后方从河岸开始逐渐隆起的高地上。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手持突刺长矛的重步兵特别适于抵御渡河行动，骑兵则应该在马其顿人渡河后秩序发生混乱之后再对他们发动进攻。波斯人的部署则完全颠倒了，因为英勇的波斯首领们希望能够亲自作为骑兵指挥官，带领手下亲信，首先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之中。门侬带着自己的儿子们与阿萨米斯一同位于骑兵大军的最左侧，其右面紧接着米底和巴克特里亚骑兵，阿西提斯和斯皮瑞达提斯指挥下的弗里吉亚、帕弗拉戈尼亚、赫卡尼亚、吕底亚骑兵位于中央，罗米色瑞斯则位于右翼。超过40名波斯高阶贵族甚至王公参加了会战。

波斯人在看到马其顿军的阵容之后，从头盔上引人注目的两根白色羽毛、光鲜的武器盔甲以及指挥动作中认出了亚历山大，立刻便将大量精锐骑兵集中在了左翼，面对着亚历山大所在的马其顿右翼，而这一翼马其顿军也恰好因为地形原因更为突前。当亚历山大开始整理队形时，波斯人也同样开始整理队形。整理完毕之后，在一小段时间里，两军就只是安静地互相面对着。波斯人坐等着在马其顿人渡河时发动进攻，亚历山大也在确保每个旅都能各就各位。为此，他骑马沿着战线巡视，并鼓励全军拿出勇气。在那之后，他命令指挥骑兵的那位阿明塔斯率领枪骑兵、配奥尼亚骑兵和持盾兵前进，托勒密也就紧跟在他们后面。士兵们开始高唱战歌，吹响军号，并高喊着荷马史诗中战神的名字：“音尼阿利阿（Enyalius）！”进攻也随着这种真正的马其顿式锐气开始了，士兵们满怀着从先前许多胜利中积累而来的信心踏入河流。只不过他们先前从未遇到过像波斯骑兵这样出色的对手。

亚历山大将直属部队的右翼依靠着托勒密，左翼则倚靠着方阵。由于以右翼顶点领导进攻，整个右翼也如先前所说的那样形成了斜形序列。之所以如此行动，一部分原因在于河流渡口限制，但也同样是为了避免敌军绕过右翼的顶点，攻击己方侧翼。与此同时，帕尔梅尼奥也在下游方向指挥着左翼对波斯右翼发动进攻。这样一来，左右两翼便脱节了，只不过这种脱节在当时并不会被算作像今日一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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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翼的方阵跟在亚历山大激烈进攻所打开的道路中前进，左翼的方阵则跟随着帕尔梅尼奥。

右翼所形成的斜形序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亚历山大故意为之，但更多的是源自伙伴骑兵和轻骑兵的快速攻击，导致方阵在涉渡过河时无法跟上骑兵的速度。不过无论因何形成，这一斜形序列都发挥出了效力。亚历山大本人的过度勇猛，以及他总是指挥全军右翼的情况，导致他的所有会战看起来都是有计划的斜形序列行动。不过事实上，某些情况下这种斜形序列只是他本人无与伦比的精力意外所致，只有在海达斯佩会战中的斜形序列能够肯定是故意而为的。而在这场格拉尼卡斯会战中则并非如此。很多有关战争史书都说亚历山大在所有会战中都会让部队排成斜形序列，就如同腓特烈在鲁腾会战中所做的一样。不过，只要仔细对原始资料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古代的史学家们从未在著作中记载这种情况。虽然早在伊巴密浓达时代，斜形序列便已经诞生，而亚历山大也经常使用这种战术，但将其作为惯常序列的情况还是要到后世才会出现。而且斜形序列本身的阵型也会因环境而发生变化。如前几章节中所述，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会战中的斜形序列非常近似于阶梯形。而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受自然条件影响，斜形序列就并没有如此规则的几何形状可言。

波斯人首先开始在更高的河岸上从四面八方向托勒密和其前方阿明塔斯所在渡口投掷标枪，此时二人正在河岸湿滑的泥地当中挣扎前进。不久之后，双方骑兵便陷入到了近战之中。波斯人勇敢地冲到河岸边试图击退敌军。他们使用投枪作为武器，马其顿人则使用长矛，因而后者也可以反复使用自己的武器。马其顿骑兵在数量上远比对方要少，还要经受对方从高处投掷下来的大量矢石，而他们所面对的，正是对方装备最好且由最负盛名的首领指挥、鼓励下的波斯骑兵。率先进攻的马其顿人虽然英勇奋战，但还是很快便被击败并被逐退。国王本人率领近卫骑兵，与指挥其余伙伴骑兵的费罗塔斯一同趋前救援，对亚历山大亲眼辨别出来的敌军精锐和指挥官所在部分发动猛攻。在这里，亚历山大的奋战足以配得上其祖先赫拉克勒斯之名。在他的猛烈攻击掩护之下，马其顿骑兵得以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渡河前进。与当时骑兵只进行反复短促冲锋的战术并不相同，当天的战斗更像是古代英雄的对决，一人对一人，一骑对一骑，双方都想凭借冲击力、勇敢和耐力将对方击退。波斯人决意要将马其顿人赶回河水之中，马其顿人则拼尽全力争取在河岸上获得立足点。在标枪投掷殆尽之后，东方骑兵又拔出了弯刀。整个战斗异常激烈，最勇敢、最坚定的骑兵大多战死沙场。那两根白色羽毛始终奔波于战场的每个角落，“音尼阿利阿！”的呼喝声也回荡在所有喧嚣之上。最终，在国王本人的英勇带领之下，马其顿骑兵的长矛压倒了波斯骑兵手中的轻型武器，亚历山大亲自指挥的部队登上了河对岸。

亚历山大在战斗中也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他的长矛折断之后，又从相邻的伙伴骑兵手中借过一支新矛，并用它刺死了大流士的女婿米特罗布赞斯，当时后者正带着一部分精锐骑兵以楔形队形向亚历山大本人冲锋。在刺死米特罗布赞斯的同时，亚历山大自己也被米特罗布赞斯的兄弟罗沙克斯（Rhoisakes）用弯刀砍断了一部分头盔，他随即又用长矛刺死了这位王子——亚历山大始终处于战斗的中心。斯皮瑞达提斯高举着武器从后方冲向亚历山大，所幸皮肤黝黑的克雷塔斯砍断了对方手臂，否则亚历山大必将重伤甚至阵亡。在其吸引下，双方部队都向他本人集中了过来，亚历山大也凭借着无可阻挡的勇气始终带领着伙伴骑兵坚持战斗。按照狄奥多拉斯记载，亚历山大在战斗中躯干两处受伤，头部也被对方击中过一次。

在前卫部队的攻击掩护之下，右翼其余部队得以相继渡河。由于所面对的抵抗较弱，左翼的骑兵也成功在下游占据了渡口，并打击在波斯人的右翼上。马其顿人手持着长矛，骑马迎面向敌军发动冲锋，混在骑兵中的轻步兵也给波斯人造成了不小打击。在马其顿国王亲自率领的右翼方向，波斯阵线首先遭到突破，亚历山大也就抓住机会将伙伴骑兵投入到这个缺口之中，将波斯骑兵压成一团，在几次猛烈进攻之后便将其击溃了。

波斯的亚洲步兵立刻逃跑，只有奥马里斯指挥下的20000名希腊佣兵仍坚守阵地，他们不仅为希腊佣兵的声誉，也同样要为自己的性命而战。这些佣兵排成密集队形，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向亚历山大请求投降，但后者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些佣兵在本可能出手挽救会战时作壁上观，现在面对着未曾想到的绝境也已经束手无策。虽然他们仍保持着希腊人的战斗精神，但却在马其顿方阵的包围以及伙伴骑兵对自己左翼、色萨利骑兵对自己右翼的攻击下，很快就在阵地上被屠杀了，只有2000名幸存者成了俘虏。而在这次最后进攻中，亚历山大的坐骑也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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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00名波斯骑兵在战斗中被杀，但由于将领们英勇地将自己暴露在战斗中，导致指挥官阵亡比例大得吓人。在他们之中，吕底亚总督、卡帕多西亚总督、大流士的儿子、女婿、妹夫以及大批王公贵族战死沙场。马其顿方面只有大约25名伙伴骑兵和60名其余骑兵阵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仅有不到3000名骑兵曾在右翼与对方发生交战。步兵方面则只有大约30人在进攻希腊方阵时阵亡。这一数字看起来似乎肯定要低于实际数字，因此自然会生出疑问：希腊佣兵装备精良，且必须为生死存亡而战，马其顿人怎么可能只损失了30名步兵便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希腊佣兵？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总会出现相似问题，其唯一解释便是被击败的军队溃散成乌合之众，为惊恐所掌控，丧失战斗意志，无法进行任何集体或单兵的抵抗，而且古代军队也没有可以用来掩护败军退却的火炮。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马其顿士兵使用21英尺长的萨里沙长矛，而希腊重步兵手中的长矛只有12英尺，再加上骑兵从两翼的攻击才缔造了这一结果。参考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和1415年的阿金考特会战，英国在克雷西会战中只损失了一名骑士和少量士兵，法国人却损失了11位王公、2300名贵族骑士以及30000名普通士兵。在阿金考特会战中，在英国人损失1600人的情况下法国损失了20000人。仅凭19世纪的战争经验很难理解这些事实，但历史上无数经验却证明这些数字绝非不可能。不少人曾认定马其顿的损失数字之小根本就是吹牛皮，但即使这个数字存在水分，双方伤亡差距也仍然很大，亚历山大在希腊的诸多政敌也从未有不同的记录。

各时代中某些特定会战的损失数字与军事、政治结果的对比更加有趣。在库那克萨会战中，希腊方阵无一人阵亡，仅有1人受伤。在格拉尼卡斯，马其顿总计阵亡115人，伊苏斯会战中阵亡数字为450人，阿贝拉会战则为500人，而这三场会战决定了波斯的命运。在梅格洛玻利斯会战（Battle of Megalopolis）中，安提帕特率领着40000人击败了阿吉斯（A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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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率领的20000人，马其顿一方有3500人阵亡，斯巴达则有5300人阵亡。会战越是重要，战斗便越激烈，必须提及的是，梅格洛玻利斯会战对斯巴达而言是生死存亡之战。

我们通常会认为古代士兵要比现代这些所谓“堕落年代”中的士兵更具勇气。人们也总是说在远程武器取代了白刃格斗之后，勇气就已经逐渐消失了。这种认为现代士兵缺乏勇气的说法很值得怀疑。自从两军阵线不再需要互相交织搏斗以来，士兵们所面对的伤亡比例反而远比先前更大。下面是一些我们这一代人中的鲜明例证。

先看小型部队：


巴拉克拉瓦会战，英国轻步兵旅673人中有113人阵亡，占比16.8％；

马斯拉图尔会战，第16威斯特伐利亚步兵旅3000人中509人阵亡，占比16.9％；

梅斯围攻战，普鲁士近卫轻步兵营1000人中162人阵亡，占比16.2％。



以上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两国交战中阵亡比里最高的例子。

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76个步兵团都曾在某一会战中经受过更大的阵亡比例。在此之中，阵亡率达到过28％的团有1个、达到过26％的团有1个，达到过24％的团也是1个，达到过23％的团有4个，达到过22％的团有5个，达到21％的团也有5个，达到20％的团更是多达7个。

以下是一些稍大规模部队作战的阵亡率：


盖茨堡会战，第1军9000人中593人阵亡，占比6.6％；第2军10500人中769人阵亡，占比7.6％；第3军11000人中578人阵亡，占比5.3％。

安提塔姆会战，第2军15000人中883人阵亡，占比5.9％。

奇克莫加会战，第14军20000人中664人阵亡，占比3.3％；麦考克的师12500人中423人阵亡，占比3.4％。

石河会战，第21军13000人中650人阵亡，占比5％。

盖茨堡会战，吉本的旅3773人中344人阵亡，占比9.1％；衣阿华旅1883人中162人阵亡，占比8.6％。

莽原会战，佛蒙特旅2800人中195人阵亡，占比7％。



以下再列出一些本世纪中大军会战的数据：


博罗迪诺会战，法军133000人中估计有4400人阵亡，占比3.3％；俄军132000人中估计有4500人阵亡，占比3.4％。

滑铁卢会战，反法联军72000人中估计有3600人阵亡，占比5％；法军80000人中估计有4100人阵亡，占比5％。

盖茨堡会战，联邦军82000人中3063人确认阵亡，占比3.8％；邦联军60000人中2665人确认阵亡，占比4.4％。

格拉沃洛特会战，德军146000人中4449人确认阵亡，占比3％。



“阵亡”一词所指代者并不包括在会战后因伤不治而亡的数字。举例而言，盖茨堡会战中联邦军阵亡者和因伤死亡者（绝大部分在一周之内死亡）相加人数为5291人，占比6.4％，不过为了确保数字的可比性，我们只取在战斗中阵亡人数，即3063人。另外，上表中博罗迪诺和滑铁卢会战中的人数并不是准确数字，但与事实应该也相去不远。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规模越大的部队阵亡率越低。主要原因在于真正与对方发生交战的部队比例较小。部队人数超过60000之后，全军在激烈战斗中的阵亡比在4％左右；在10000人至20000人的情况下，这一比例为5％左右；在2000至5000人的部队中为7.5％左右；在1000到2000人的团级作战中为17％；在500人的营级作战中则高达22％。以上这些数字都没有将伤者（即使是伤重不治者）统计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也仅限于激烈的长时间战斗。对于一般会战而言，即使同样激烈，伤亡数量也远少于此。

在希腊人的会战中，只有胜利者的损失数量值得统计。因为失败者总是会在逃亡中遭到屠杀，如果把他们也统计在内，希腊人的阵亡比就要比今日大上很多倍了。不过有时在古代会战中，除去失败后遭到屠杀的人数以外，阵亡数量也比现代战争要高出很多。梅格洛玻利斯会战中，即使是胜利一方的马其顿人，阵亡比也达到了9％，两倍于滑铁卢会战，更达到了盖茨堡会战的2.5倍。不过在普通的希腊会战中，阵亡比例还是要比现代战争更低一些。古代武器杀伤力不及火枪子弹，士兵们还会穿着盔甲，并有盾牌来抵挡标枪、箭矢和石块。但古代会战中的受伤者数量很大。在亚历山大的战斗中，伤亡比通常为10∶1至12∶1，而且经常达到20∶1，今日这一数字则为7∶1。如果只考虑阵亡比例，亚历山大的会战确实不像今天的会战那样激烈，但如果将伤亡数量全都统计在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如果将著名会战中的伤亡数字加起来重新统计，我们便能发现这一点：


腓特烈在8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8.5％；

邦联军在11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4％；

联邦军在11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3％；

德国军队在8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1.5％；

英国军队在4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0％；

奥地利军队在9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10％；

法国军队在9场会战中平均伤亡率约为9％。
(4)





以上数据是非常好的参考标准。

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亚历山大带领下的3000名骑兵中仅有不到3％阵亡。骑兵在伤亡比例上从不会达到步兵的高度，因为骑乘部队从组织上就使他们无法承受像步兵那么高的损失比例。格拉尼卡斯会战本身就是一场险中取胜的骑兵战。如果我们把伤亡比假定为10∶1，则这些骑兵的伤亡总量就占到了全军31％，这对任何部队来讲都要算高比例了，对骑兵而言更是高得惊人。在后文中，我们还会经常对伤亡数字进行讨论，因此有必要记住这些伤亡数字和比例。

利西波斯（Lysippus）为在格拉尼卡斯这第一场会战中阵亡的马其顿人制作了雕像以示纪念，亚历山大以最高荣誉将这些人全副武装地下葬，他们的家人也被免除税务，并由国家提供丰厚供养。受伤者得到了最精心的照料，亚历山大亲自视察了每一位伤者，并听他们述说自己的事迹。波斯士兵和希腊佣兵也被掩埋，亚历山大还专门下令禁止在当地进行抢劫。不过希腊俘虏们却被用铁链串起来送回了马其顿示众，因为与科林斯同盟城邦相反，这些人反而加入波斯大王的军队与希腊同胞作战。他们中只有底比斯人得到了释放。另外，300副盔甲被送到雅典，在阿克罗波利斯神庙中进献诸神。亚历山大则留下祭辞：“腓力之子亚历山大与斯巴达以外的全希腊人，献上这些从亚洲外族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其余战利品则全部分发给了士兵，以激起他们对更多战利品的向往。

波斯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虽然表现英勇，但并不明智。他们依靠的是勇气而不是战术，并使步兵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这支佣兵却正是此时波斯陆军中规模最大、最优秀的步兵，如果部署得当，在门侬这样的将领指挥下完全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先前两年中曾伴随帕尔梅尼奥在此地作战的哈帕拉斯之子卡拉斯，因熟悉当地情况而被任命为赫勒斯滂-弗里吉亚总督。亚历山大命令他不要对当地政府进行任何变更，必须依照原政府惯例进行治理，只是当地也必须遵从亚历山大本人的指令，并按照原先的数额纳税，上缴马其顿军金库。

这场胜利为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成功。斩杀波斯贵族也使他本人的武功可以和《伊利亚德》中的英雄比肩，更使波斯人对亚历山大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变。格拉尼卡斯之战过后，士气所受的打击和大批首领在会战中阵亡的情况，使波斯各总督的力量彻底崩溃，自此之后再无任何军队在小亚细亚开阔地上阻挡亚历山大。

通向波斯的道路已经为亚历山大敞开了，现在他可以直接向戈尔迪乌姆（Gordium）前进，并从那里进抵西里西亚（Cilicia）。这是一条直接的道路。不过亚历山大清楚地认识到，这条道路绝非坦途。波斯舰队驻扎在爱琴海中，在占领所有沿海城市之前，他无法安全地跨过托罗斯山脉。至于如何消灭波斯所依赖的舰队，亚历山大却并不打算直接与其交锋。为在前进时保护自己的背后和侧翼，他必须占领这些海岸城市。而这些城市本身也拥有大量希腊人和支持希腊民主制度的人士。在格拉尼卡斯会战出人意料的胜利之后，他们便随时都可能将自己的财富和命运交给这位征服者。此外，占领这些城市还会给亚历山大带来另一个他最想得到的好处——阻止波斯人可能对马其顿本土进行的入侵。亚历山大深知自己始终面临着这种危险，倘若波斯人将此付诸实施，其危险性不亚于另一支阻挡去路的波斯军队。

为扩大胜利果实，国王又派出帕尔梅尼奥去征服弗里吉亚总督在普罗庞提斯（Propontis）海岸
(5)

 上的首府所在地达斯库里乌姆（Dascylium），以确保自己在依照计划沿海岸向南前进时的背后安全。



————————————————————


(1)
 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与波斯人之间有格拉尼卡斯河相隔，即使马其顿的阵线出现脱节和空洞，对方也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加以利用。在亚历山大的四场会战之中，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阿贝拉会战均出现了相同的左右翼脱节情况，在前二者中波斯人均在河流背后采取守势，因此并未出现太多危险。而在阿贝拉会战中当波斯人在平原上采取攻势时，马其顿军左翼与右翼的脱节便险些导致帕尔梅尼奥的崩溃。因此道奇说左右翼脱节在当时不算错误是不对的。


(2)
 这并非是那匹著名的布塞弗勒斯。


(3)
 阿吉斯三世，斯巴达国王。


(4)
 以上德国、英国、奥地利、法国军队所指代的均为19世纪后半叶战争中的各国军队。


(5)
 即今日的马尔马拉海，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内海。



第二十章　萨迪斯、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334年秋）

吕底亚首府萨迪斯是第一座亚历山大计划中必须占领的城市，而他也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便开始向这座克罗伊斯王的古都前进。从现代的道路以及总体地理条件来看，亚历山大应该是沿着艾达山东侧行军，但也有学者认为他沿着原路回到伊里乌姆再进向萨迪斯。帕尔梅尼奥轻易占领达斯库里乌姆之后，很快便重新与其国王汇合。萨迪斯的卫城十分著名，建立在一座孤立、高耸的陡峭岩地上，四周由三道城墙环绕，几乎不可能被任何部队攻克。只要能够坚守下去，萨迪斯便能为波斯舰队提供有效支援，而其蕴藏的财富也足以建立起另一支陆军。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是当亚历山大接近萨迪斯之后，其近期胜利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恐慌发挥了效用。当地的波斯指挥官米特拉达梯（Mithrines）怯懦地抛弃了对波斯大王的忠诚，率领使节团觐见亚历山大，献出了萨迪斯卫城以及其中的巨大财富。亚历山大在几英里以外的赫耳穆斯河（Hermus）上宿营，并派遣安德罗米尼斯之子阿明塔斯率领其步兵旅进驻萨迪斯卫城。同时他还把米特拉达梯安排在身边担任重要职务，以向世界显示自己对投诚者的慷慨，以及他并不担心这些人会反过来再背叛自己。亚历山大将自由赏赐给萨迪斯，并恢复了该城在200年前遭波斯征服时被剥夺的古吕底亚法律。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便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并确保了他们的忠诚。帕尔梅尼奥的兄弟阿桑德罗斯（Asandros）被任命为当地总督，尼西亚斯主管税收，保萨尼阿斯则率领一支阿戈斯同盟部队镇守卫城，其中后两者都是从伙伴骑兵（可能是从近卫骑兵中队）中挑选出来的。另外，亚历山大还在卫城里为兴建宙斯神庙奠基。萨迪斯是第一个向自己屈服的大城市，亚历山大非常急于展示出自己会友好对待所有主动投降者。更重要的是，萨迪斯还是小亚细亚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必须牢牢握在手中。这才使这位国王恩威并施以确保其忠诚。

[image: ]
从格拉尼卡斯河到哈利卡纳苏斯示意图



在这里，亚历山大派出新近成为总督的卡拉斯带领其余希腊辅助部队，与接替他指挥色萨利骑兵的林卡斯人埃罗普斯之子亚历山大一同对赫勒斯滂地区进行远征，在这片曾经由门侬统领的地区争取人民好感。如果这项工作能够获得成功，不仅能够在亚历山大南进时保护其左翼，同时也能保护亚历山大深入亚洲时所需的戈尔迪乌姆至托罗斯山的道路。尼阿卡斯受命指挥舰队（这也说明在当时指挥舰队并不需要专门训练）前往莱斯博斯岛（Lesbos）和米利都（Miletus），向这些海岸城市施加压力，以此来支援陆军的进攻。在舰队的压力下，价值巨大的米提林尼（Mitylene）也转投了马其顿一方。

在萨迪斯的轻松成功也是亚历山大那令人羡慕的好运之一。萨迪斯卫城原本可以像后来的泰尔（Tyre）一样将他拖住数月，在其胜利威名刚刚开始对敏感的亚洲人产生影响时，进军停滞无疑会严重打击亚历山大的威望。这位国王对萨迪斯的优待证明他早已认清了这些情况。作为对萨迪斯人和吕底亚总督种种优待的回报，他们只需要向亚历山大缴纳与大流士统治时相同的赋税。

从萨迪斯出发，亚历山大行军四天时间抵达爱奥尼亚城市中的明珠——以弗所，该城同样开门迎降，亚历山大取消了统治当地的寡头独裁制度，并为其建立了一套民主政府。所有民主意愿强烈的地区都会反对波斯的暴政统治，亚历山大也自然会受到欢迎。在这里他又下令，将原先上缴给大流士的进贡进献给阿耳忒弥斯神庙。他本人更是命令手下工程师狄诺克拉提斯（Denocrates）以最宏大的方式重建神庙，以此向阿耳忒弥斯致以最高敬意。如果我们还记得，这座神庙正是在亚历山大出生那一天被火灾烧毁的。亚历山大对这座城市的解放，特别是对其守护神的尊敬，使他的名望受到了无尽欢迎。

著名画家阿佩利斯（Apelles）也住在以弗所，他作了一副亚历山大手持闪电的画像，装饰在阿耳忒弥斯神庙中。亚历山大还在以弗所接见了特拉勒斯（Tralles）、马格尼西亚（Magnesia）以及一些其他卡里亚（Caria）城市的使节，他们都向他表示臣服。帕尔梅尼奥受命率领5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前往卡里亚受降。侍从副官利西马科斯的兄弟安提马科斯（Antimachus）也带着一支同等规模的部队前去解放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Aeolic）和爱奥尼亚城市，它们的总数多达24座。依照国王命令，他们推翻了所有这些城市中的寡头政治，建立民主政府，并恢复古代法律，免除了他们向大流士缴纳的重税，只按照古时规矩上缴少量进贡即可。

亚历山大在所经过的每一座希腊城市都会展开一些公共工程，以彰显自己的解放者身份。士麦那（Smyrna）原本已经被波斯人摧毁了，现在亚历山大又将其重建起来。在克拉索米纳（Clasomenae），他又亲自为一道防波堤奠基，并开凿了一条运河来改善其港口。这些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可以很方便地从波斯人原先收集起来的税收中获得，亚历山大将其中一大部分用于增进公共利益。这样一来，他便牢牢握住了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不仅进行了周密的军事安排，更赢得了这些城市的政治好感。这些对当地设施的大幅改进，都可以证明亚历山大并不打算压榨所征服的土地，反而是这些地区能够从中获益。驱动他始终不断向前远征的贪念，也只局限于土地本身，而绝不在于金钱。

在向阿耳忒弥斯神庙献祭，并让全军着盛装在神庙前进行游行表示敬意之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米利都（Miletus）。那里的指挥官——希腊人赫吉斯特拉图斯（Hegistratus）无疑希望能得到和米特拉达梯一样的奖赏，不久前便已经归降心切，数次写信给亚历山大请降。不过当他听说波斯舰队即将前来解救米利都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心坚守卫城，为大流士守住米利都。因为波斯人并不曾对米利都进行压榨，反而像对腓尼基一样，充分发挥其在商业方面的重要性，准许保留原有政府，并给予其大量特权。

米利都对波斯人意义非凡，如果无法守住这座城市，他们便很可能会失去爱琴海。米利都坐落在米卡里（Mycale）海岬以南15英里的一个海角上，米卡里海岬保护着其北侧，萨摩斯岛也在其外海方向20英里处。米利都本身分为外城和内城，后者四周拥有厚重的城墙和壕沟保护。城市的大港建立在对面的拉地岛（Lade）上，而在海岸附近的几个小岛上还建有另外三座小港，可供规模最大的舰队躲避风浪，亦可供大批商船停泊。小亚细亚的归属权，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取决于谁能够在米利都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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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都及周边地区示意图



亚历山大没有花费太多力气便占领了对方早已撤出、根本没有防守的外城，并开始修建围攻线来封锁内城。非常幸运的是，由尼阿卡斯指挥的160艘战舰赶在波斯舰队之前三天到达了该城，使他得以占领拉地岛，从而在海陆两方面都完全将内城封锁了起来。亚历山大将色雷斯部队和4000名佣兵派到了拉地岛上，以确保对该岛的控制权。在派出几个支队进行封锁后，亚历山大手中只剩下大约12000名方阵步兵、持盾兵、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骑兵也只剩下4个中队的马其顿骑兵以及色雷斯轻骑兵。

不少马其顿将领，甚至包括谨慎的帕尔梅尼奥都建议亚历山大对拥有400艘战舰的波斯舰队发动进攻，后者在到来之后便停泊在了米卡里海岬附近。海战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马其顿人的士气也非常高昂，正如帕尔梅尼奥所言，他们可以通过持续的攻势来压迫对方。但亚历山大却认为并不值得为海战胜利所能带给自己的利益冒险，因为一旦失利，自己在声望上的损失就可能导致希腊发生叛乱。他拒绝冒险尝试运气，马其顿舰队的实力远不如陆军，而且大部分水手也不是马其顿人。尽管此前希腊人总是能在海上击败波斯人，但此时他手中的战舰还是远不如塞浦路斯和腓尼基战舰精锐，而且数量也只有160艘。亚历山大让理智战胜了自己天生的激情，而这也是正确的，因为他原本便无法对希腊水兵的忠诚抱绝对信心。

帕尔梅尼奥却抱有另一种观点：他曾看到一只鹰落在舰队附近的岩石上，他便认定这是海战胜利的吉兆。亚历山大虽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但他坚持说因为鹰是落在岸上的，因此胜利将发生在陆地上而不是海上，而他也就依此行事。两位能力出众、智慧过人且颇具常识的将军会为这样一件琐事及其所象征的意义激烈争论似乎非常奇怪。但即使到了今天，事实上我们也还是经常会为一些琐事是象征上帝的保佑还是谴责而争论不休，却将智慧和洞察力抛弃在一旁。

米利都人此时也派出了一位使者，提出同时为希腊和波斯双方开放港口的条件，希望以此换得亚历山大解除围攻。亚历山大不屑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对使者说自己并不是为了征服半个亚洲才来到这里，而是要征服全部。亚历山大在遣返使节时说，他已经决心在第二天拂晓时攻击城墙。攻城武器立刻投入工作，很快便在数处打破城墙，亚历山大也带着部队在他所说的时间攻击城墙缺口。为避免波斯舰队进行援救并阻止米利都的希腊佣兵逃到波斯舰队，尼阿卡斯将战舰的船头指向敌军，肩并肩地布置在海港最窄处。马其顿人迅速攻入城内，将守军驱离城墙并杀死了大量敌人。很多希腊佣兵都想架着小舟甚至靠盾牌的空心提供浮力逃往城市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虽然他们大多被舰队截获，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成功登上了那座小岛。到第二天，亚历山大试图占领这座避难岛屿，当他率领着一些船头装有梯子，可以对攻击海岸的三列战舰前进时，人数仅有300的这一小队人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抵抗。以至于亚历山大仅出于对他们的尊敬，便提出让这些佣兵为自己效力的停战条件。另外，他还赦免了米利都的公民，并将自由赐给这座城市，不过公民以外的所有居民都被卖为奴隶。

波斯舰队每日向尼阿卡斯挑战，后者一律加以拒绝，到了晚上，波斯人便会回到米卡里海岬附近，并派人前往10英里开外的迈安德河（Maeander）取水。亚历山大据此制定了一个计划，试图不经一战便将敌军从此处赶走。他派遣费罗塔斯率领部分骑兵和3个步兵旅前去占领波斯舰队的海岸根据地，并沿海岸巡逻阻止对方取水或征发给养，以此来达成用陆军围攻舰队的效果。波斯舰队很快便被迫驶到了萨摩斯岛，补充给养后才重新回到米卡里海岬。在每日驶到海港入口挑战始终无效之后，波斯舰队转而试图在希腊水兵上岸吃饭休息（这对古代舰队而言是必需的）时切断一部分希腊战舰。他们派出5艘战舰驶入拉地岛和陆地之间的锚地奇袭无人乘坐的战舰，并试图以这种驶入对方港口的方式来把对方的舰队和陆军切断。由于当时所有马其顿战舰乘员都不在船上，波斯人几乎取得了成功。在看到波斯人的行动之后，碰巧就在附近的亚历山大急忙组织起所有能够找到的水手登上10艘战舰，前去追击对方的5艘战舰，将对方逐出了海港并俘获其中一艘。从对这场小败的失望之中，波斯人认清了自己无法动摇亚历山大对米利都的占领，决定离开米利都周边地区。在数量占有优势、条件也更为优越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不久后便驶往萨摩斯岛，亚历山大在海上的静坐战术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取得了成功。

亚历山大现在认为舰队对自己即将展开的行动已经没有太多用处了，尤其是在他们必须居于守势的情况下。到此时为止，舰队已经完成了掩护陆军完成初步行动这一最重要的任务，而因为波斯舰队中拥有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这些最好的水手，他们在正规会战中又绝非波斯人对手。这都使这位国王感到自己应该采取占领海港、驱逐波斯舰队的方式来将他们消灭，而非与对手进行一场海战。一旦在海上不幸遭受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败，他便将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失。到了此时，波斯舰队尽管仍能给他带来麻烦，但已经无法像先前那样阻挠其地面行动。仅军饷一项，亚历山大每月就要为舰队花费50台仑，另外还要为其提供等额的给养。舰队所消耗的资金和陆军相等，但却不能像后者那样开疆拓土。由于亚历山大想要与各地交好，因此并不会洗劫各个城市，而税收也只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导致他资金并不充足。另外，他也需要舰队中的人员来补充地面勤务，而手中的160艘三列战舰上，水手、划桨手等相加总计就能够提供将近30000人。未来在亚历山大拥有足够资金时，他也可以随时重建一支舰队。因此，在攻克米利都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解散舰队，将船只拖上海岸，只留下一少部分运输船以及20艘作为人质的雅典战舰。狄奥多拉斯说亚历山大之所以解散舰队，是为了告诉陆军士兵自己绝无撤退打算，要么胜利要么毁灭。不过这个理由无疑过于浅显了，亚历山大的士兵们并不需要陷入这种绝境也一样可以奋战。

在那之后，这位国王便从米利都沿着海岸向哈利卡纳苏斯前进，沿路接受各城市的投降，并在各地留下驻防守军。在解散舰队之后，确保沿路城市安全变得加倍重要，因为他现在只有依靠陆上封锁，才能将波斯舰队驱离爱琴海。亚历山大通过占领整个海岸来击败对方舰队的观念，无论在概念上还是执行上都非常出色。其计划就是把他在米利都的行动放大到一个大战略性的规模上。这些城市都可以自给自足的，波斯舰队在商业上对他们的干扰并不会造成太多影响。亚历山大还认为，恢复商业的最好办法便是扼杀波斯舰队。另外，只要波斯舰队仍在爱琴海上活动，这里的商业活动便会持续衰退，而这又会使波斯舰队更快地被驱离这片海域，最终使其盟友获利。

哈利卡纳苏斯是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最后一个大型要塞，此处也已经集结起了一支由门侬指挥的波斯人和希腊佣兵部队。门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之后，没能守住以弗所和米利都，绕道将残部集结到了这里，与他一同来到此处的还有雅典流亡者埃费阿提斯（Ephialtes）以及欧戎托巴提斯（Orontobates）。该城从地理上来讲十分坚固，而现已被大流士任命为整个下亚细亚（Lower Asia）总督以及海军最高指挥官的门侬也已经尽一切可能加强了此处的防卫。后者还自愿将妻儿送到了波斯宫廷中充当人质以证明其忠诚——如果连门侬都无法拯救小亚细亚的波斯残余力量，那任何人也都做不到了。巨大城墙和新近挖掘出的又深又宽的壕沟三面环绕城市，只有南侧紧临大海。哈利卡纳苏斯拥有三座卫城：阿克罗波利斯
(1)

 位于城市北部的高地上；萨尔马基斯（Salmakis）位于海岸附近的城市西南角落，并在海角颈部形成了港口西部边界；最后一座王家卫城则位于海港入口。阿孔尼苏斯岛（Arconnesus）已经设防，另外门侬还在城市周边村镇中设置了驻军，以便将亚历山大的注意力从城市上引走。城市中拥有可抵御长期围攻的给养，港口中也拥有一些战舰来对抗马其顿人，并负责从城外运输给养，而亚历山大在没有舰队的情况下无法阻止这种运输工作。与此同时，哈利卡纳苏斯的水手们也都被转移到了地面勤务上来。另外，城市中还有不少避难者，其中包括参与谋杀腓力的阿拉皮阿斯（Arrhabaeus）的兄弟，林卡斯人涅俄普托勒摩斯、因亚历山大对其表示愤怒而逃亡的安提约古斯之子阿明塔斯（尽管这种出逃看起来毫无意义）以及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等人。

对哈利卡纳苏斯进行围攻已经在所难免。在亚历山大抵达城下的那天，当他率领着人马向朝向米拉萨（Mylasa）的城门前进时，在他距离城墙还有超过1000步距离时，守军便进行了一次突击，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散兵战斗，马其顿人压倒了对方并将他们赶回城市之中。紧接着，亚历山大便精力旺盛地投入到围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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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卡纳苏斯示意图



哈利卡纳苏斯所在的半岛最西端有一座小镇孟多斯（Myndus）。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能攻克这座小镇，它便能在围攻中被当作兵站为自己提供资源，因此他也将相当一部分的部队，包括持盾兵、伙伴骑兵，以及阿明塔斯、佩狄卡斯、梅利埃格的三个方阵步兵旅、弓箭手和阿吉里亚人从哈利卡纳苏斯以北抽调到了那里。除攻克孟多斯以外，亚历山大还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对敌军进行一次全面侦察，以确定能否从孟多斯方向进攻哈利卡纳苏斯的城墙。一部分孟多斯人先前已经向亚历山大请降，要求后者在夜幕掩护下来攻城。不过当他到达城下之后，这些人却已经被压制住了，孟多斯还是与马其顿人兵戎相见。尽管此时马其顿人没有携带梯子，但被这一结果激怒的亚历山大还是决定攻城，利用夜幕掩护攻击城墙并挖掘地道将其破坏，而他们也成功摧毁了城墙上的一座箭塔。不过这些行动并没能在城墙上打开缺口，而哈利卡纳苏斯守军也在第二天一早听到消息之后便从海路赶来救援此地，迫使亚历山大不情愿地放弃占领孟多斯的企图，退回到原先的阵地上，重新回到对哈利卡纳苏斯的直接围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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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哈利卡纳苏斯示意图



在无法找到更好进攻点的情况下，亚历山大决定对城市西北部发动进攻。他首先利用棚车掩护部队来填塞45英尺宽、23英尺深的壕沟，以便将攻城塔向前推进来压制城墙、驱逐守军，之后再调动攻城锤来打破城墙。不过在亚历山大准备攻城塔的过程中，守军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不仅让工程师修建了一座高达150英尺的塔楼，足以压制亚历山大攻城塔，而且还在一天晚上冲出城外，试图摧毁围攻马其顿人花费大量劳力建起的围攻设施。不过马其顿人始终保持着警惕，很快便对前哨进行了增援，使战斗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夜战。在杀死了170人之后（其中包括涅俄普托勒摩斯），亚历山大的手下击退了敌军，己方阵亡16人，另有300人受伤。之所以受伤人数如此之多，主要原因在于马其顿人遭到了奇袭，而士兵在夜间也没办法用盾牌和掩体有效阻挡矢石。

在那不久之后，两名马其顿方阵步兵因为互相争吵谁更勇敢而单枪匹马地跑去攻击距离卫城最近的城墙。半是为了取乐，一小队守军从城墙里出来攻击了这两个冒失鬼，可这二人居然杀伤了不少敌军。这就导致双方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冲出城外的守军也越来越多。这一情况与恺撒对高卢战争时期进攻内尔维人（Nervii）时发生的情况类似。守军的出击被击退了，而如果马其顿人的进攻能够事先有所计划并抓住时机，原本是很可能成功的，因为此时城墙上并没有多少守军，这一侧（面对米拉萨方向）的两座箭塔也已经倒塌。马其顿人还差点凭借地道毁掉第三座箭塔，不过守军却利用一道内墙或是半圆形墙体将缺口堵住了。第二天，亚历山大开始用攻城武器对这道新墙发动进攻，守军则再次发动突击试图摧毁这些武器。这次突击取得了部分成功，他们点燃了这些攻城武器的藤条掩体，不过费罗塔斯还是制止了他们对武器其他部分的破坏，亚历山大也亲自率领马其顿人将敌军逐退，并杀死了一部分敌军。不过即使如此，亚历山大还是不得不向守军提出休战，以便掩埋阵亡者的尸体——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承认失败。由于守军可以在对方攻击新月形新墙时从背后向他们投掷标枪，所以这道城墙非常难以攻破。

不过无论如何，哈利卡纳苏斯也已经十分危急了。如果他们不能摧毁围攻者的攻城武器，对方很快就能迫使他们投降。为此他们决心再进行一次大规模但却绝望的突袭。这一次他们从城墙缺口和三门（Triple Gate）同时发动了突击。前一方向由埃费阿提斯率领，他们的激烈进攻使驻守在新墙外的马其顿新兵们受到奇袭。最初马其顿人被对方逐退，直到攻城塔上发射出密集箭矢，亚历山大也亲自率领着腓力的老兵加入战斗，才终于稳定了局面，并杀死了埃费阿提斯。哈利卡纳苏斯守军带着大量的火把和各种引火材料，险些就完成了任务。不过他们尝试点燃的攻城塔和攻城武器却是在亚历山大本人亲自督战，并像往常一样部署了精锐部队的地方。这些守军遭到猛烈攻击，并被击退。由于缺口十分狭窄，守军很难迅速从瓦砾中退回城内，因此损失惨重。另外一支从三门中冲出来的部队则攻击了托勒密（并非那位拉古斯之子）的阵地，他们也同样被击退。当哈利卡纳苏斯守军挤作一团从一座他们架在壕沟上的桥上撤退时，桥体由于不堪重负垮塌了下来，不少人摔到了壕沟之中，并在那里被马其顿人杀死。在看到友军崩溃后，城墙上的守军为避免围攻者混在乱军之中入城，关闭了城门，马其顿人随即开始大量斩杀留在城外那些被吓破了胆、丢掉武器无法自卫的敌军。如果不是亚历山大希望对方投降以避免这座古城遭到洗劫而将部队召回，他们毫无疑问能够攻下哈利卡纳苏斯。战斗中大约1000名守军被杀，马其顿人则有40人阵亡，其中包括一位托勒密、弓箭手指挥官克利尔库斯以及不少有名的马其顿人。

到了此时，城墙已经被削弱且攻破了，大量守军也或死或伤。欧戎托巴提斯和门侬决定撤退到萨尔马基斯城堡以及海港内一座岛屿上的王家卫城。在放火点燃他们修建的巨塔和其余工事以及所有城墙附近的房屋后，他们在夜间第二班岗时撤出了主城。大火蔓延很快，马其顿人也迅速入城，尽可能阻止火势，抢救出了一部分战利品。不过这座废城并不能被留给门侬，否则亚历山大便无法继续进军，因此他决定将城市残存部分彻底夷为平地。

由于时间紧迫，亚历山大并不能亲自指挥对欧戎托巴提斯和门侬的避难所进行围攻，但他还是留下了3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的守军，由另一位托勒密指挥对两处的进攻，并负责占领所有其余海岸城市。他的攻城纵列则被送到了特拉勒斯。至于卡里亚地区的政治领导者，他选择了曾统治这片土地，但却遭到推翻的艾达女王（Queen Ada）作为副摄政。这是一位性格坚强、品格高尚的女性，亚历山大对她也敬重有加，她的影响力也对吸引其余卡里亚城市投入亚历山大麾下举足轻重。另外，亚历山大还在数座城市留下了由马其顿人指挥的驻防军，哈帕拉斯则被任命为财务官。

随着哈利卡纳苏斯的陷落，亚历山大现在已经完全将整个小亚细亚西部永久性地握在了手中。自格拉尼卡斯会战以来的夏季和秋季中，他完成了大量工作。



————————————————————


(1)
 与雅典卫城同名，事实上阿克罗波利斯就是希腊语“卫城”的意思。



第二十一章　前往托罗斯山（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33年冬）

亚历山大现在计划向小亚细亚内陆进发，他恢复所占希腊城市自由的行动确保他们忠于自己，从而保证了未来行动的安全。马其顿驻防军控制着爱琴海沿岸所有重要地点，在面对波斯舰队袭扰时相对安全，同时波斯陆军也基本上退出了小亚细亚。亚历山大认清了，这些情况都会削弱南部海岸城市的抵抗，这些城市也已经感到自己的波斯主子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上都很难对他们进行支援，这就导致亚历山大可以轻松将这些城市全部占领，而他也只需要一小部分部队即可进行下一次战役。

冬天即将到来。马其顿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开始远征前刚刚结婚，国王便给这些人放假，将他们送回本土与妻子团聚，到开春时再回来。这些士兵由塞琉古之子托勒密、帕尔梅尼奥的女婿寇纳斯以及梅利埃格这些同样有家室的将领带领。这一做法也使亚历山大赢得了士兵的好感，当他们回来时甚至还带来了不少新兵。另外，亚历山大还单独派遣了克林德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征兵。

接下来，亚历山大将手中的兵力分为两个纵队。帕尔梅尼奥率领部分马其顿部队、全部色萨利重骑兵、希腊辅助部队、攻城纵列和车辆纵列前往中间基地萨迪斯，之后再向弗里吉亚前进，并在那里过冬，待春季来临后再向全军汇合点戈尔迪乌姆进发。从不将危险或重要任务交给别人的亚历山大则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冬季战役。他带领着由伙伴骑兵、持盾兵、方阵步兵、阿吉里亚人、弓箭手以及色雷斯龙骑兵组成的第二个纵队轻装出发。尽管天气恶劣、地形崎岖，但他还是希望能够一路扫清吕西亚（Lycia）和潘菲利亚（Pamphylia）海岸上的所有城市，沿路留下驻防部队，以完成驱逐波斯舰队的工作。只要能够夺得大陆上的所有港口，波斯舰队势必迅速撤离爱琴海。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将穿过山区，从皮西迪亚（Pisidia）进入弗里吉亚，并向北前进至戈尔迪乌姆。

[image: ]
从哈利卡纳苏斯到戈尔迪乌姆（1）示意图



两支纵队分开之后，任务简单的帕尔梅尼奥也拥有行动自由，最终他们也在适当时间以整齐的阵容和高昂的士气到达了戈尔迪乌姆。我们会在后文对此详述。亚历山大则开始沿着海岸行动，在保证当地希腊佣兵安全的条件下接受了海佩纳（Hyparna）的投降，之后便侵入了吕西亚，占领了特尔梅苏斯（Telmessus）、皮纳莱（Pinara）、赞瑟斯（Xanthus）、帕塔拉（Patara）以及大约30座其他城镇。由于吕西亚在波斯大王麾下始终保持着半独立地位，因此这一征服工作相对也比较容易。在所有这些城市中，只有马尔马拉（Marmara）选择了拼死抵抗，但这一努力最终也化为乌有。当马其顿人的攻城武器在城墙上打开缺口，使守住城市的希望破灭之后，这些勇敢的人民却在绝望中组织起来，点燃了整座城市和私人财产，成功偷越过了马其顿营地，逃入了大山之中。虽然我们肯定会对亚历山大带有敬仰和倾向性，但偶尔也会乐于看到诸如此类的英勇行为使一部分敌人的命运不至于像他人那样悲惨。

深冬的天气非常不适合作战行动，亚历山大却还是继续前进。其路线可能是沿着赞瑟斯河向上游前进，进入其发源地麦亚斯（Milyas）。亚历山大在这里接见了法瑟里斯（Phaselis）以及近乎所有海岸城市的使节。为了表示降伏和祝贺，他们向亚历山大献上了金冠和礼物。亚历山大解放和优待不抵抗者的消息，如同开门咒语一般灵验。对于这些使者，亚历山大也给予尊敬，同时也向每座城市都派遣了代表他本人的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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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利卡纳苏斯到戈尔迪乌姆（2）示意图



按照惯例，亚历山大会在每一座降伏或攻克的城市中都留下一小队马其顿人作为当地守军的骨干。这些人通常都是因为伤病或残疾赢得了退出战场转而执行较轻松勤务的权利，但仍具有足以影响当地局势的战斗力和忠诚。如果城镇地位紧要或居民抱有敌意，驻防军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大。即使是少量的马其顿人，只要拥有优秀指挥官并占据着城镇的卫城，也足以在数量众多的佣兵支持下守住城市。

亚历山大从麦亚斯启程向法瑟里斯前进，后者也可能是所有降伏城市中最重要的一座。法瑟里斯坐落于克莱马克斯山（Mount Climax）脚下，拥有三座良港和一条大道，实力雄厚且十分富有。从此处起，一条大路穿过山区，直接通向内陆的佩尔格（Perge）。一个皮西迪亚部落在这条路上建立了堡垒，并经常由此进入法瑟里斯土地上打劫。亚历山大到达后立刻便出手帮助了自己的新子民，支援他们镇压了那个土匪窝。另外，由于他自己也要使用这条道路，因此有必要保持其通畅。

亚历山大在法瑟里斯度过了冬季余下的日子。他对自己收获颇丰的战役感到十分满意，举行了不少宴会和运动会以示庆祝。从未有人像他一样辛苦工作，而在这些相对较少的休闲时光里，亚历山大也会精力充沛。据记载，他曾在一场宴会上指挥带领众人穿街过巷进行游行，并给因曾在腓力宫廷中效力而名声显赫的诗人狄奥迪克底（Theodectes）的雕像戴上了一个花环。

安菲波利斯的尼阿卡斯，因其克里特人的身份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此他也被任命为吕西亚总督。

不过在法瑟里斯，也发生了林卡斯人亚历山大不走运的叛变。如前所述，此人曾参与谋杀腓力，但因第一个拥戴亚历山大为王而获得原谅，并被授予极大荣誉和显耀军阶。不过当阿明塔斯
(1)

 从马其顿逃往大流士宫廷之后，这位亚历山大便认定自己很难再长期享受国王的原谅，而他对国王的命运也并不看好，因此通过阿明塔斯与波斯大王取得联系。大流士假托一个理由给他送来了回信，告诉这位亚历山大只要他能够杀死马其顿国王，便能得到1000台仑黄金（125万美元）的奖赏。不过这位使者却为帕尔梅尼奥抓住，被迫说出了整个阴谋。此时这位林卡斯的亚历山大正担任着色萨利骑兵指挥官职务，而且还是伙伴骑兵的一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王对伙伴骑兵吐露了真相，而后者早已对林卡斯的亚历山大疑惑重重，担心国王重用了奸人。此时正与帕尔梅尼奥一同位于萨迪斯的叛徒立刻被剥夺了指挥权关押起来。伙伴骑兵们原本要将他判处死刑，但从不忘记他人恩惠的国王却更愿意饶恕他的背叛。最终直到三年以后，这位林卡斯人亚历山大才因费罗塔斯的另一个阴谋而被处死。

在将那个强盗部落驱逐出难以接近的要塞之后，亚历山大就已经命令色雷斯士兵对道路进行了修整。在天气较为温和之后，他便从法瑟里斯出发，派出了一部分轻步兵进入那条通往佩尔格的山路。从战略上讲，佩尔格要算是整个地区最重要的城镇，控制着通往北部山区的道路。国王本人亲自率领伙伴骑兵、方阵步兵沿海岸行军。这条行军路线十分冒险。在高达7000英尺的克莱马克斯山的陡峭轮廓与大海之间，只有一片非常狭窄的海滩，而且其中一段长达数英里的海滩还经常被数英尺深的海水或沼泽所淹没。只有在北风狂啸的罕见天气中，海水才会被吹离岸边，使海岸可以通行，但这种天气也只会持续几个小时。沿这样一条海岸行军的计划，事实上和汉尼拔穿越阿努斯（Arnus）沼泽的行动一样果敢，只不过这一行动的战略意义并不像后者那样重大。可话虽如此，如果行军能够成功，亚历山大便可以奇袭佩尔格，因为后者的居民并未预料到他会从这一方向而来，而这样一个行军对守军士气的打击也将不可限量。

就在亚历山大准备进行这次行军时，一如既往的好运又降临了，周期性降临的北风这一次额外狂暴。这一好运给亚历山大带来的便利不可否认，但无论如何，他本人选择穿过这条险路的正确时机才是带来好运的原因。虽然在有些地段士兵仍要淌过齐腰深的海水，但整个行军还是得以安全完成。这一成功又使亚历山大拥有天佑神助的威名更加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次远征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亚历山大的计算之下，而越是看似危险的行动，就越有着它安全的一面。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名士兵，而当他们穿过海浪回望背后那位于悬崖边的数英里危险道路时，虽然他们可能会为此感到不寒而栗，但无疑也会对自己的国王充满信心，并为他的能力、勇气、年轻以及英俊感到自豪。虽然这位征服者的成功总是有好运相伴，但绝不能忘记的是，在亚历山大的营帐中总是有着最优秀、最专业的人才，而他本人也总是不知疲倦地钻研每一步行动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大部分所谓“好运”都不过是他精密计算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从不给幸运女神抛弃自己的机会，每当幸运女神准备出手相助时，亚历山大总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国王幕僚中的逍遥学派学者，也是第一位记录亚历山大战史的卡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曾添油加醋地描写过这次行军，声称大海自动向这位神祇一般的年轻人屈服。不过亚历山大在写给故乡的信中却只是轻描淡写道：“他
(2)

 在潘菲利亚阶梯（PamphylianLadders）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从那里穿行而过。”

控制着西北两方面山路的佩尔格选择投降，至于该城是否因前述的行军遭到奇袭却并不清楚。阿斯本都（Aspendus）也愿意投降，但反对马其顿人在此驻军，亚历山大同意了这个要求。作为代替，他要求该城进贡了50台仑黄金分发给军队，另外还要求他们按照每年向大流士进贡的数量给自己提供了一些马匹。在此之后，他又前进到锡德（Side），并像先前一样在此留下了驻军。这座城市也是托罗斯山脉西侧最后一处要地，其位置距离山脉与大海交接的悬崖十分接近。

现在亚历山大已经控制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海岸线，终于可以安全向北前进去平定内陆省区了。其背后只有一些并不具重要地位的孤立据点仍未攻克，但也被封锁了起来。当亚历山大正准备围攻距离海岸5英里左右、位于阿斯本都和锡德之间的塞利乌姆（Syllium）时，他听到阿斯本都拒绝向他缴纳许诺的贡品。由于塞利乌姆十分坚固，而且守军也是波斯人雇佣的希腊佣兵，战斗力完全不是普通亚洲士兵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亚历山大决定暂时绕过这座要塞，调转方向回到阿斯本都。虽然这位国王十分热衷于能够带来好处的艰难任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十分固执，但他也绝不会因天性使然而误入歧途。纵使他真的是一位顽固之徒，我们也很难找出他被自己所误导的例证。这一次，亚历山大便认为自己不应花费时间来围攻塞利乌姆，而只留下了一小队人马对其进行监视。

阿斯本都大部分城区位于一块高耸的巨岩之上，山脚下则流淌着欧里梅敦河（Eurymedon）。有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山下的村庄里，由城墙保护着，不过当马其顿军队接近之后，他们便放弃了村庄，闲置的房屋则使亚历山大得以妥善安置部队。阿斯本都极为坚固，由于亚历山大的攻城纵列都被分派给了帕尔梅尼奥，这座城市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坚守下去。此时正流传着亚历山大拥有天佑神助的流言，亚历山大也乐于看到这些流言滋长，不仅因为其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无疑也满足了他自己的自尊心。阿斯本都守军也受到了影响，甚至愿意接受比之前更严苛的投降条件——进贡和人质数量都要加倍。亚历山大本人也并不愿意在整个世界都等待着他去征服的时刻在这种小地方花费时间，很快便沿着佩尔格大路向弗里吉亚进发了。

由于有大量工作等待着他，亚历山大也绝不愿意停顿太长时间来镇压托罗斯的山地部落。他只需要亲自教训他们一下，以便让自己能够安全通过即可，之后他只需留下一位副官便足以代替自己将他们全部镇压。亚历山大从不让目光从主要目标上偏离，也从不被细枝末节吸引。而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则是尽快与波斯大王本人交锋。

通向弗里吉亚的唯一一条道路位从佩尔格以西发端，沿托罗斯山脚延伸一段距离之后伸入特美苏斯（Termessus）的隘路之中，其地形之险要，只要一小队士兵便足以阻碍大军通行。可走的道路位于陡峭岩壁一侧，受制于峡谷两旁位于弓箭射程之内的高地。而在整个隘路的出口，还有着一座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亚历山大在抵达隘路之后，发现道路两侧高地已被数量可观的山民占领。他立刻下令准备宿营，假作自己不会在当夜攻击隘路。这一诡计奏效了，而其作用也和伊巴密浓达在曼丁尼亚会战前所使用者一样。大部分敌军都退回到了隘路以远的城市之中，只留下少量部队守卫峡谷，而这些人对待这项工作也十分疏忽。亚历山大始终保持警惕等待着机会，当他确定了敌军的情况之后，立刻便率领着弓箭手、标枪手以及持盾兵，小心翼翼地向隘路中对方镇守的地方前进，紧接着又大胆地攻击了守军。后者在奇袭之下，无法抵挡马其顿人更加密集的矢石，很快便从阵地上被驱赶了出去。道路被打开了，国王命令军队穿过隘路，一直前进到对方城门附近才真正地宿营过夜。对特美苏斯人抱有敌意的塞尔盖（Selge）也派遣使节来到这里，表示愿意为希腊人提供协助。亚历山大与塞尔盖订立了条约，确保了后者对自己的忠诚。不过由于攻打特美苏斯必将经受不小麻烦并浪费大量时间，亚历山大在留下部分兵力封锁该城、驻守隘路之后便如同他在塞利乌姆和其他一些地方所做的那样绕道而去，向萨迦拉苏斯（Sagalassus）前进。

萨迦拉苏斯居民素以皮西迪亚人中最好战者闻名，要知道，皮西迪亚人本身便已经是一个具有惊人勇气和决心的民族了。萨迦拉苏斯城位于山地中海拔最高的一块平地上，在其背后便是弗里吉亚。萨迦拉苏斯人在城市以南的岩地中排好了战线，而这些岩石也形成了一道天然城墙。另外还有不少特美苏斯人也赶到这里，试图阻拦马其顿人前进。亚历山大的骑兵在这种崎岖地形派不上用场，但他立刻便做好准备用步兵去攻击对方阵地。亚历山大亲自指挥部署在右翼的持盾兵，同时部署在左翼的方阵步兵则由林卡斯人阿拉皮阿斯之子阿明塔斯指挥，各旅依照当天的既定次序排列，以便使每位指挥官都有显示英勇的机会。弓箭手和阿吉里亚人负责保护重步兵右翼，西塔西斯指挥的色雷斯标枪兵则负责掩护左翼。位于右翼前方的轻步兵在重步兵支援下进攻非常迅猛，其勇猛本应直接赢得会战，但他们突然遭到两侧对方伏兵的攻击，轻装的弓箭手在指挥官阵亡后丧失了秩序，只有装备较好的阿吉里亚人凭借着一贯的英勇和坚韧守住了战线，等到了亚历山大亲率的重步兵支援。不过那些山民在无可阻挡的方阵面前却依然镇定自若，展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聚集起来冲向萨里沙长矛阵列，成百地死在冲破方阵的尝试中。最终他们发现马其顿人就如同他们城外那些岩石一样坚不可摧，放弃了获胜的希望，四散退往周边地区，准备尝试东山再起。马其顿人由于装备较重且不熟悉地形，并没有进行追击。大约500名野蛮人在战斗中被杀，他们分散撤退的行动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立刻被亚历山大抓住机会，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克了半遗弃状态中的萨迦拉苏斯。马其顿方面在战斗中有20人阵亡，其中包括弓箭手指挥官克林德，而这也是第二位阵亡的弓箭手指挥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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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拉苏斯之战示意图



攻克萨迦拉苏斯之后，亚历山大暂停前进，转而对皮西迪亚境内其余要塞进行了一系列征讨。其中一部分被强行攻克，另一部分与亚历山大达成协议，使他没有花费太多时间，也没有遭遇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便将整个地区握在了手中，而这也是保护他继续向北前进所必需的。现在他已经打通了前往山脉另一侧高地的道路，身后也不再有人能够威胁自己后方。

亚历山大由此进入了弗里吉亚，左翼倚靠着阿斯卡尼亚湖（Lake Ascania）行军，并在五天后抵达切兰纳（Celaenae）。这座城市位于迈安德河源头的一座山上，由薛西斯在入侵希腊失败后当作抵挡对方反击的堡垒建造而成。其所在巨岩旁人根本无法接近，因此可以无限期地坚守下去。不过由1000名卡里亚人和100名希腊佣兵组成的守军却在弗里吉亚总督带领下听取了亚历山大的提议，同意在一定期限内（寇蒂斯说是60天）若无援军到来他们便投降。深知自己在进向戈尔迪乌姆的同时将会切断该城所有外援的亚历山大接受了这个条件，留下腓力之子安提柯带领1500人确保条约按时执行，并任命阿明塔斯之子巴拉克鲁斯接替安提柯指挥希腊佣兵。在休整了10天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弗里吉亚故都戈尔迪乌姆前进。帕尔梅尼奥不久后也抵达该地，原先休假回家的已婚士兵也同样来到了这里，随他们一同来的还有3650名新兵，其中包括3000名方阵步兵、300名马其顿重骑兵、200名色萨利重骑兵以及150名埃里亚人。

在戈尔迪乌姆，从雅典来的一位使者请求亚历山大释放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俘获并押解到马其顿的雅典俘虏。为表示自己有能力将希腊控制在臣服状态中，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承诺说当远征胜利告终之后，他会考虑这一问题。现在亚历山大已经重新踏上了从赫勒斯滂穿过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通向波斯帝国心脏的大路。他并没有在格拉尼卡斯会战胜利后就沿着这条大路前进，但他所绕的远路无疑是明智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希望以小亚细亚作为未来行动的基地，便只能如此。

在上述的冬季山地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远征的第一年也告终结。古代史学家们并没有记录亚历山大及其手下如何面对、忍受住了冬季作战的各种困难，对于这种战役中为避免拖延和失败所必须花费的大量劳力也没有任何记载。

不过亚历山大的成功却仍然没有压制住希腊内部的反对力量。我们必须记得，两千年前的市井流言并不比今天要少。虽然亚历山大已经占领了小亚细亚所有海岸城市，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能力出众的门侬是故意放任亚历山大，以稳固自己对爱琴海上岛屿的控制，并最终入侵马其顿将亚历山大切断在国外。亚历山大的政敌们也说，门侬很快就能证明马其顿人对国土的防御是如何松懈。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门侬确实有能力，也是唯一一位有能力给亚历山大造成巨大麻烦的人，此时也没有谁真正认清了亚历山大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因此这种说法的出现也十分自然。

不过亚历山大在政治上的才华也不亚于军事能力。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为所有被攻克或投降的希腊城市恢复了自由和古代法律。这意味着他并非只是简单地取代波斯大王成为新的独裁者。这些城市也在种种恩惠之下相信，他们可以完全信任亚历山大，后者也同样可以信赖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远征开始时起，亚历山大便对所有帮助或投奔自己的地区、党派都一律给予优厚待遇，对反抗或背叛者则一律加以最严厉的惩罚。这不仅给了他足够的资源来继续入侵波斯帝国，也同样巩固了国内的稳定。因为每一座接受了亚历山大的城市，也都自动承认马其顿确属希腊的一部分。
(3)



与此同时，波斯大王却并不感到危急。大流士只将手下那些将领败于希腊人视作指挥不当导致的意外，只要适当处理便足以补正。小亚细亚只不过是他庞大疆域中的偏远一隅而已，而且他也并没有认清亚历山大先前行动的矛头所在。不过大流士还是看到了门侬先前建议的正确性，任命他为整个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后者能够迅速挽回亚历山大初期胜利所造成的一系列灾难。



————————————————————


(1)
 安提约古斯之子。


(2)
 到近代之前，人们在描述自己的行动时往往都会使用第三人称。


(3)
 希腊人反对马其顿统治的一个重要理由便在于马其顿长期以来被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城邦视为半野蛮人，并不应该被算作希腊的一部分。



第二十二章　征服西里西亚（公元前333年夏季至秋季）

作为爱琴海地区波斯唯一的最高指挥官，门侬计划着将战争带到马其顿境内，并挑拨亚历山大在希腊的政敌发动叛乱，以便切断其部队与欧洲的联系。为此，他利用阿波罗尼德斯（Apollonides）的叛变夺取了开俄斯岛（Chios），在当地重新建立寡头政治。从这里出发，他又在莱斯博斯岛登陆，攻克了岛上4座主要城镇，只有米提林尼除外。这座城市在马其顿驻军支持下抵抗了一段时间之后，门侬转而开始进行正规围攻，利用双重城墙切断其与外界的陆上联系，并用舰队封锁了米提林尼的港口，很快便将该城逼入绝境。毫无疑问，亚历山大这次是真的交了好运，因为他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对手门侬不久之后便死于发烧，将指挥权留给了外甥发那巴扎斯（Pharnabazus）代理。门侬生前曾计划在爱琴海上确立合适基地之后立刻率领舰队前往赫勒斯滂海峡，切断亚历山大的交通线，并从此处入侵马其顿。在大流士所有的将领中，也只有门侬一人对于如何抵抗亚历山大入侵具有清晰、高明且可行的计划。而他的继任者则根本不具备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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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示意图



米提林尼城在重压之下，最终被迫放弃了对亚历山大的效忠，接受发那巴扎斯和陪同着他的奥托夫拉达提斯（Autophradates）许诺的一些条件。可是当波斯人控制了城市之后，立刻便推翻了协议，并从该城公民手中压榨了大量供奉。紧接着，他们又故技重施，占领了特内多斯岛（Tenedos）。如果放在一年以前，波斯舰队的这些行动可能会给亚历山大登陆亚洲造成极大干扰。但当时门侬并没有赢得完全信任，无法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

门侬的去世又一次证明好运总是站在亚历山大一边。大流士从此失去了唯一一个了解如何运用波斯帝国巨大资源并可能抵挡住马其顿军队、阻止大流士犯下无法挽回错误的人物。虽然门侬手中的军队只有大流士大军的1/10，但他却使亚历山大所面临的困难增加了十倍。他的死使波斯人丧失了对海军行动的统一指挥，也使亚历山大有机会重新组建一支舰队。后者即使先前并不认为能在海上击败门侬，现在也一定会感到自己能够击败其继任者了。

门侬死后，大流士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以此来决定如何将那位鲁莽但却危险的入侵者赶出国门。他很自然地拒绝了身边那些希腊人的建议，决定相信波斯大臣和将军们的智慧和勇气，亲自率领从整个王国征召起来的大军与亚历山大决一死战。另外，大流士还派出使者确认了发那巴扎斯在爱琴海的指挥权，但同时却将舰队中的所有希腊佣兵都抽调了回来，以便在未来的陆战中使用。这一调动却使波斯舰队大为削弱，并最终丧失了一切入侵马其顿的机会。只有达塔姆斯（Datames）麾下舰队还能继续攻克特内多斯岛。

到了此时，马其顿人的财政状况也比原先更好，能够负担一支舰队的开销了。重新组建舰队也并非难事。亚历山大派遣赫格罗卡斯前往赫勒斯滂地区，收集所有从黑海返航的商船，将它们改造成战舰，同时安提帕特也受命从埃维亚岛（Euboea）和伯罗奔尼撒征集船只。由于赫格罗卡斯扣押了一些雅典运粮船，导致雅典人十分愤怒，不仅拒绝派遣舰队支援亚历山大，反而还武装起了100艘战舰试图与波斯人合作。最终赫格罗卡斯明智地释放了手中的雅典船只，因为他手中的船只数量也已经足以满足任务需要了。

亚历山大组建第二支舰队的决定与他先前解散第一支舰队同样必要。不仅波斯舰队所剩实力几何尚且无法确定，而且只要马其顿人无法进行干预，希腊各城邦也绝非没有与大流士积极合作的可能。因此舰队从建立伊始便派上了用场。在安提帕特的命令下，普罗提阿斯（Proteas）第一次率舰队出航便在基克拉迪群岛（Cyclades）中的锡弗诺斯岛（Siphnus）俘获了达塔姆斯手下10艘三列战舰中的8艘。这支新舰队的出现也有效地遏制了雅典人的敌意，以及整个希腊可能爆发的全面叛乱。

很自然地，我们也会对亚历山大为何要解散第一支舰队感到不解。这可能也确实是一个错误，如果门侬没有去世，甚至可能会演变成致命错误。毫无疑问，由于缺乏舰队，亚历山大使自己的后方面临着巨大危险，如入无人之境的波斯舰队迟早会登陆马其顿。但反过来讲，这对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也并不会造成直接威胁。而他在小亚细亚向波斯船只关闭所有海港的行动，也对当时波斯舰队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战舰每天都要上岸补充给养。即使舰队看起来不可或缺，亚历山大可能也认为安提帕特有能力镇压可能威胁到马其顿本土的希腊叛乱（后来他也在梅格洛玻利斯证明自己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并击败波斯入侵。毫无疑问，亚历山大认为自己未来在陆地上所能取得的成功足以弥补爱琴海方面的损失。其行动也无可避免地要求将大量舰队海员调到陆地上负担勤务，而他又没有足够资金来为全部舰队成员支付军饷。而且正如第二年所展现出来的，当形势更加危险时，他也能够轻松重塑自己的海上力量。如果亚历山大解散舰队的决定确属错误，所幸也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结果。

在戈尔迪乌姆，两支马其顿纵队会合到了一起，全军也重新进行了整编。随亚历山大进行冬季战役的纵队从南方而来；帕尔梅尼奥那支拥有炮兵和重骑兵的纵队从萨迪斯而来；休假到期的新婚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新兵也从马其顿到来。所有人员都聚在一起，为第一年所取得的杰出胜利欢欣鼓舞，也对未来深入波斯大王富饶土地之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更丰厚的战利品充满期待。他们对领袖的绝对信任使他们对进一步胜利充满自信。新兵的到来非常及时，他们正好补充了人马损失和分派出去驻守各城市的部队人数。

也正是在戈尔迪乌姆，公元前333年2月或3月间，亚历山大挥剑斩断或解开了著名的米达斯王（King Midas）之结，使弗里吉亚人相信他就是预言中解开绳结便可征服亚洲之人。无论亚历山大是解开还是斩断了绳结，人民都相信了他正是实现预言、征服东方之人。此事显示了亚历山大如何通过自己奇妙的作为或处理事情的有趣手段对平民施加影响。毫无疑问，人民对亚历山大的支持，多半来自于对这位国王绝非凡人的看法。

亚历山大从戈尔迪乌姆启程，沿着山脉南麓向安卡拉（Ancyra）前进，在那里接受了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n）的投降，同意了他们不希望马其顿人驻军的请求，不过他可能还是向弗里吉亚总督卡拉斯下达了监管他们的命令。从这里亚历山大进入了卡帕多西亚，跨过哈里斯河并征服了该河以西的所有土地，这里也正是居鲁士时代波斯和吕底亚的交界。之后他又征服了哈里斯河以远直达伊利斯河（Iris）的地区，并任命塞比克塔斯（Sabictas）为当地总督。亚历山大同样恢复了该地区希腊城市的原有法律和习俗，不过为了尽快寻找到大流士并与他进行决定性会战，亚历山大也并没有彻底消灭这些城内的寡头势力，而只是将民主势力扶植到足以压制前者的程度便率军离去。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成为托罗斯山脉以西整个小亚细亚的主人，既可以选择以山为界采取守势也可以跨山继续前进，后一选择无疑更符合他的性格。因此亚历山大便率军向托罗斯山脉最大的关口西里西亚门（Pylae Ciliciae）前进。这条隘路的海拔高达3600英尺，只要由坚定的驻军坚守便几乎无法攻破。当年小居鲁士穿过这条隘路之前，便已经做好了无法突破关口、必须由海路派出一部分部队迂回其背后的准备。色诺芬也说这条隘路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攻克的。其中很多地段，两侧垂直石壁距离之近，仅能供四人并排通过。由于手中没有舰队，亚历山大无法复制小居鲁士的迂回行动。波斯人对此一清二楚，他们也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封锁隘路。亚历山大如果想要迂回隘口，就只能绕道拉兰达（Laranda）进入被称为西里西亚碎地（Rugged Cilicia）的西里西亚西部。不过这条道路也同样十分危险，必须尽力避免，而且这条道路可能也根本不为当地野蛮人以外的任何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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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迪乌姆到阿马努斯山示意图



可大流士此时最重要的前线将领——西里西亚总督阿萨米斯却并没有做好守卫西里西亚门的准备，原因可能是他并没有收到专门的命令。当马其顿人到达隘路时，发现关口中的守军十分孱弱。在留下帕尔梅尼奥指挥重装部队宿营之后，亚历山大亲率持盾兵、弓箭手、阿吉里亚人在夜幕降临后对这条异常险要的隘路发动攻击。至于阿萨米斯为何没有派兵镇守西里西亚门，又或者大流士为何没有为此专门下令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的迅猛攻击都取得了成功，少量守军显然认为自己无法抵挡这一攻击而逃掉了。第二天，在控制住隘路之后，亚历山大便将全军都送进了西里西亚。寇蒂斯也说，就连亚历山大也对自己的好运感到惊讶。

在下山过程中，亚历山大听到消息说阿萨米斯在丢掉西里西亚门之后决定放弃塔尔苏斯城（Tarsus），并想要在撤退之前毁掉这座城市。凭借着一如既往的精力，亚历山大立刻率领骑兵和轻步兵利用强行军进抵塔尔苏斯。他们不仅阻止了阿萨米斯的破坏行动，还利用一次突然的猛攻将对方击退了。

这样一来，马其顿入侵者们便跨过了波斯心脏地区的第一道屏障，他们所面对的第二道屏障，则是西里西亚另一端的阿马努斯山脉（Mount Amanus）。

亚历山大在塔尔苏斯病倒了，按照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说法，病因是过度劳累，其他人则说是因为在西德纳斯河（Cydnus）的凉水中洗澡所致。塔尔苏斯就坐落在西德纳斯河岸上，亚历山大由于在午间行军中感到十分炎热，便跳入河中洗澡，但其因先前数周劳累而变得虚弱的身体却因此生病了。亚历山大因高烧而浑身发颤，所有医生都认为他难逃一劫，只有从他少年时代起便一直作为其医师并为国王非常尊敬的医师腓力并不苟同。在那个年代里，身为一位君王的医师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之事，一旦医治无效，他便可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后来在赫菲斯提翁去世时，据说亚历山大就处死了那位治疗不当的医师。因此在为上层人物治疗重病时，医生也肯定会愈发紧张。老成持重的帕尔梅尼奥警告亚历山大说，那位腓力可能已经被大流士用1000台仑黄金和许配女儿的条件收买，要他毒死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本人却坚信腓力是一位正直的人，一只手将帕尔梅尼奥的告密信拿给他看，同时用只有无辜者才能面对的目光紧盯着这位医生，另一只手拿起他开出的药剂喝了下去，自知清白的腓力始终面不改色。药剂起了作用，亚历山大非常幸运地康复了。这位国王在识人方面颇具能力，事实上没有识人之明的人也根本无法达成伟大成就——奸臣贼子所能毁掉的东西，远比明君所能建立起来的更多。除仅有的几次例外，亚历山大在人员任命方面几乎从未出错，他也因此受益良多。

在塔尔苏斯，亚历山大派出帕尔梅尼奥率领希腊同盟军、佣兵、色萨利重骑兵以及西塔西斯的色萨利部队前去占领并守住叙利亚门（Syrian Gates）。一旦占领这条穿过阿马努斯山的隘路，他便能打通进入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通道。这一行动也说明他肯定十分熟悉小居鲁士的行军路线和相应细节。在帕尔梅尼奥出发的同时，亚历山大带着余下的军队向安洽拉斯（Anchialus）前进。此处竖立着伟大亚述国王两手相贴的巨大雕像，其上还有着那句著名碑文：“萨达那帕拉斯在一天之内建起了安洽拉斯和塔尔苏斯，陌生人，请你欢宴、狂饮、爱恋吧！生命中没有比这更美妙之事了！”在占领了下一个城市索利（Soli）之后，为惩罚其对大流士的坚定忠诚，亚历山大决定征收200台仑的进贡。不过后来他还是免除了这笔罚款。

从索利出发，亚历山大带着三个马其顿方阵步兵旅、弓箭手以及阿吉里亚人，前去征讨西部省区西里西亚碎地中仍未臣服的山地部落。这些山贼虽然不能给他造成实质性伤害，但如果不加以征服，还是能够轻易扰乱他的交通线，造成大量麻烦。另外，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他们也可能从领地前往拉兰达和伊克尼乌姆（Iconium），进而占领西里西亚门。由于恶劣的地形，他们所居住的要塞十分难以接近。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亚历山大还是在短短一周之内便将这些山贼全部镇压，并回到了索利。虽然我们对亚历山大的一些小战知之甚少，而这些战事又总是被传说所环绕，但只要看到那些可以确定的事实，并拿它们与环境的艰险程度做一对比，我们便不仅能看到亚历山大本人有着超过所有其余统帅的英雄气概，也能看到其手下士兵在力量、纪律、耐力以及忠诚等方面同样举世无双。这些战役之所以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亚历山大本人的体能和精神力量，也只有他能够唤起手下士兵完成史籍中对战役简略描述中所暗示出的艰巨任务。

回到索利之后，亚历山大听到托勒密和帕尔梅尼奥的侄子阿桑德（Asander）在一场会战中击败了波斯将领欧戎托巴提斯，杀死了750名波斯人，并占领了哈利卡纳苏斯的萨尔马基斯卫城以及王家卫城。此外包括孟多斯、考纳斯（Caunus）、锡拉岛（Thera）、卡利波利斯（Calipolis）等卡里亚城镇以及科斯岛（Cos）和特里欧庇昂（Triopium）也全都被攻克了。为了庆祝这些胜利，亚历山大举办了运动会，并向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Asclepius）献祭以示让自己康复的感谢。除此以外，这些庆祝活动很可能也是为了让索利人恢复在波斯常年统治下已逐渐被人遗忘的希腊传统习俗。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塔尔苏斯，沿着海岸进至梅加尔苏斯（Megarsus）和马拉斯（Mallus），恢复了两座城市的希腊传统，取消赋税，并向它们的守护神献祭。之后他又派费罗塔斯率领骑兵穿过阿雷安（Aleian）平原，征服皮拉摩斯（Pyramus）地区。

穿越并征服戈尔迪乌姆和阿马努斯山脉之间的地区，也耗尽了公元前333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



第二十三章　伊苏斯会战（公元前333年11月）

在马拉斯期间，亚历山大听到大流士正停留在亚述山以远的索契（Sochi），距离叙利亚门只有两天路程。这位波斯大王从幼发拉底河一路前来，手中兵力多达50万人。与拿破仑（可能也包括所有名将）一样，亚历山大也经常处于鲁莽边缘，从不退缩，甚至会在某些时候像赌徒般孤注一掷。这一次，他在自信和狂热以及局势需要的驱使下决心一战。他将伙伴骑兵以及其他指挥官集中起来召开战争议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将他所听到的波斯军队庞大规模以及他们就在附近等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同时又保证说击败他们根本不成问题。在场所有人也都对与波斯大王决战跃跃欲试。亚历山大遂决定前往阿马努斯山以远的平原上寻战。他沿着海岸，循着色诺芬走过的道路前进。出发后第二天，亚历山大穿过了位于山脉与海岸之间、地形与温泉关十分相似的叙利亚门，在迈利昂得鲁斯附近一道险要的山口面前宿营。虽然亚历山大毫无疑问想要立刻与大流士决战，但却为11月初的暴风恶劣天气所累，不得不停留了一至两天时间。

显然，亚历山大并没有注意到或是根本不知道其北侧还有另一道山口，可以使大流士直接前进到他的背后。这要算是他的一个严重疏忽。阿马努斯山脉总共有两条隘口连接着西里西亚和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靠北的一条通向幼发拉底地区，另一条则通向叙利亚，并因此得名叙利亚门。在穿过后一条道路之后，亚历山大本打算向左一转，向东北方向前进，在索契平原上寻找大流士。如果亚历山大知道北面还有一条道路，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做出大流士仍停留在亚述平原的判断，而且可能会放弃大流士绝不会穿过并不适于其军队规模和武备，也根本无法搜集足够补给供养全军两星期以上的狭长山路，甚至也不会派一部分军队去守住这条山路的这种想法。通常而言，亚历山大对所过之地的地理都会了解得非常透彻，而他身边也有大量能干的军官专门负责此事，并在他的驱使下不懈工作。从这一角度而言，亚历山大似乎不会不知道阿马努斯门（Amanic Gates）的存在。但这一次亚历山大却一反平时的谨慎，为大流士敞开了阿马努斯门，而在此时的环境下，至少他也应该在那里留下一支监视部队，在波斯人到来时为他提供预警。

亚历山大也许根本不担心大流士会出现在自己背后，这从他没有给设在伊苏斯（Issus）的医院留下一兵一卒的情况中即可以看出。而且他可能认为，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他本人和手下军队的机动能力足以凭借几次大胆行军便能摆脱庞大但却笨拙且组织混乱的敌军，甚至可能出现凭借猛烈行军扰乱对方并对其发动进攻的机会。可无论我们能设想出多少种亚历山大可能采取的办法，不派兵驻守阿马努斯门也还要算是亚历山大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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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苏斯平原示意图



大流士此时已经放弃了唯一一种真正有效的策略，即动员海军将战争带入马其顿，并利用希腊佣兵镇守各山道关口，阻止对方在帝国中心地带获得立足点。早在战争开始时起，门侬便已经勾画出了这套计划的轮廓。凭借着优势舰队，波斯人可以封锁赫勒斯滂海峡，而托罗斯山一线也完全可以将对方阻挡在西里西亚以外。只要坚守住托罗斯山的各条隘口，即足以制止马其顿人继续入侵。即使托罗斯山也被突破，在其背后也还有阿马努斯山和大海之间的叙利亚门以及较北方的阿马努斯门，这两处完全可以挡住亚历山大。大流士手中也有很多非常适合于防守隘口的希腊佣兵。亚历山大的所谓“好运”，无疑也来自于大流士的愚蠢。

虽然经常有人争辩说一个人的成功绝不会取决于运气，而且运气也确实不会长久延续。想要取得成功，需要主动制造运气，攻其不备。不过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让大流士做出如此致命的荒唐决定。大流士宠臣们的愚蠢建议以及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对亚历山大而言无疑都要算是好运。如果托罗斯山和阿马努斯山都拥有重兵把守，除非亚历山大能够像后来在波斯门那样迂回关口，否则便根本无法攻破。本书中所说的亚历山大的好运，也正是指代这些方面。当我们读到汉尼拔的战史时，就会发现这位与亚历山大旗鼓相当的名将由于一连串的厄运（更准确地说是不利事件），而没能完成史上前所未见的军事杰作。

越过幼发拉底河之后，大流士已经在开阔地带等待亚历山大很长时间。由于其军队数量庞大，也最适合在平原作战。一支大规模的希腊佣兵最近也在比阿诺尔（Bianor）和阿里斯托米迭斯（Aristomedes）指挥下加入大流士麾下，使他手中的希腊士兵数量达到了30000人，同时他还拥有最好的重步兵（即卡尔达克步兵）
(1)

 和铁骑兵，这都使他对胜利信心十足。大流士所凭借的力量，来自于军队的数量、所谓的“战争正义性”、波斯王室的威名以及无数士兵们对波斯大王本人的惧怕。据说在大流士从巴比伦出发之前，占星术士们曾预言说他很快就将获得决定性胜利。在索契这样一个宽阔的平原上，波斯军队可以发挥出数量上（尤其是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大流士一定已经认清了自己先前的军事错误，但同时他还是非常期待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平原地带，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更容易地包围并消灭掉他。另外在波斯军队中也还是像往常一样伴随有大量的仆从和女人，而据说大流士所携带的金银财宝需要600头驴和300头骆驼才能装完。所有军队和行李纵列加在一起，总共花了5天时间才跨过幼发拉底河。

从西里西亚门逃亡而来的阿萨米斯第一个通报了亚历山大已经接近的消息，大流士自此便焦急地等待着亚历山大的到来。不过当亚历山大因生病和在西里西亚碎地作战而长期停留在塔尔苏斯时，大流士却又为身边那些憎恨宫廷中希腊将领的波斯谋臣所误导，放弃了现有的优秀阵地，在让柯费尼斯（Kophenes）将女眷、行李以及财宝送到大马士革（Damascus）之后，自己率军穿过阿马努斯门，沿最近的道路从索契向伊苏斯前进。

大流士也绝非唯一一个坚信自己能够碾碎亚历山大的人。据说德摩斯梯尼曾拿着一封波斯来信穿行在雅典大街上，对公民们说亚历山大已经被困在了西里西亚，早晚就要死在那里。约瑟夫斯（Josephus）也说所有亚洲人都相信亚历山大根本无法抗衡数量庞大的波斯军队。但另一方面，从亚历山大方面叛逃过去的阿明塔斯强烈反对大流士离开索契，声称希腊人一定主动前来和他们进行会战。不过最终还是认为战事将会顺利告终的波斯谋臣们占了上风。他们向大流士保证，亚历山大在知道波斯军队的数量之后一定会丧失勇气，只想着逃跑，己方只有迅速行动才能抓住并惩罚这位无礼的暴发户，并阻止希腊人未来可能的入侵。这些建议最终导致大流士迈向了自己的灭亡。另外，由于朝臣们的阴谋陷害，大流士还处死了希腊人卡里德摩斯。后者预言说如果波斯只凭借人数和波斯军官们的勇气就急于与马其顿人交战，便很可能遭到失败，只有在战争艺术方面同样高超的军队才能与之抗衡。卡里德摩斯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语中的。

穿过阿马努斯门之后，大流士便迂回了亚历山大的后方。在亚历山大于迈利昂得鲁斯宿营的同一天，大流士也进抵伊苏斯，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被亚历山大留在后方的伤患。他残忍地将这些人全部杀害，之后便前进到了皮纳鲁斯河。

到了此时，亚历山大仍不愿相信大流士已经进抵伊苏斯，因此他派遣了一些伙伴骑兵乘着一艘三十桨的快帆船从海路前去侦察，这些人很快便确认了这一情报的正确性。即使勇敢如亚历山大，一开始也肯定会因自己失算导致的危险大惊失色，不过他绝不会让别人发现这种情绪，而他在压力之下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和行动力要比平时更加惊人。在这一方面，也许只有腓特烈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当他反过来看到情况的另一面时（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强项），忧虑就被打消掉了。他深知己方具有出色的机动能力，也看到对方军队虽然占据了自己的交通线，但战场地形却远不像索契平原那样对他们有利。敌军不能久留西里西亚，而且尽管他们拥有英勇的军官和出色的士兵，但指挥系统却非常无能。亚历山大此时可能会觉得，无论大流士的行动最初看起来威胁再大，他们也还是已经进入了一片对马其顿人有利的战场，如果要让他自己使用诡计来引诱大流士，反而会冒更多危险。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即使做梦也没想过将波斯大王引过阿马努斯山，一路来到伊苏斯。

但是对士兵们而言，这种情况的影响就要完全不同而且很可能发生危险了。像这样一个突然情况，即使是最好的士兵也很难保持镇定。之前全军上下始终期待着数日后在山脉另一侧与对方交战，但现在他们却突然发现自己第二天就要在背后与敌人遭遇。毫无疑问，马其顿军营中会有很多关于遭到奇袭或无法理解这一局面的流言蜚语。所有士兵都希望自己的退路畅通无阻。可现在当军队中的方阵步兵回头看到自己走过的危险道路，想起他们穿过的山川、闯过的险阻，不免怀疑这些道路是否已经为敌军所占领，他们是否要踏过尸山血河才能返回家园，而他们又是否能完成色诺芬那样的壮举。马其顿士兵非常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言论自由方面就和美国人一样。他们既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喜欢现在的情况，而且还会把忧虑公开表达出来。不过也正是这些思想独立、头脑灵活的特性，把他们打造成可以经受漫长而艰巨的战役考验，也能够顶住气馁即意味着毁灭的危险。在这种精神作用之下，所有关于局势的讨论都处在安全范围之内，而且他们在言语之间也对国王信心十足。士兵们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没有出现任何士气崩溃的征兆，但毫无疑问，他们也绝不会像岩石一样坚定，必须借由外力才能打消他们的疑惑。

亚历山大非常清楚士兵们的状况，但他也非常了解他们，知道自己无须惊慌失措。他又一次召集战争议会，将包括马其顿、希腊盟军、轻步兵、佣兵在内的所有步兵团长、骑兵中队长召集在一起，激起他们的勇气，向他们保证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亚历山大告诉他们，大流士所作所为正是他最期望看到的，一定是众神出手相助，才会将波斯大军引入到这一片无法发挥数量优势但却对厚重方阵极为有利的地形上。他还劝告士兵，千万不能被敌军出现在背后所吓倒，因为己方在战斗中总是胜利的一方，而波斯人则总是会被消灭。对方虽然数量庞大，但士兵们却不过是大流士的奴隶，是被他用皮鞭赶上战场的，波斯人的希腊佣兵也不过是为了稍微高一点的军饷就肯与同胞为敌的卑劣之人。而且这一次他们所面对的不是某个总督，而是大流士亲自率领的全国大军，这一战将决定整个亚洲的命运。亚历山大称赞了每一位曾在过去有过英勇表现之人，同时也谦逊但却自信地展示出自己统领他们的能力。他诚恳地要求士兵们回想色诺芬以及历代希腊人的伟大功业，并向他们保证胜利奖赏将是他们做梦也无法想到的。凭借着一位真正领袖所必备的说服力，亚历山大将所有军官的热情都带到了最高点。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巴不得紧握国王右手，发誓为他战斗到死。可以肯定，成百上千名围在会场周围的士兵也听到了这些慷慨激昂之词。这位国王的勇敢心灵每跳动一次，就会将沸腾热血输送到士兵的脉搏之中，很快这种振奋就传遍了全军。这些讲话的内容与后来腓特烈在鲁腾会战前的热诚演讲惊人相似，而将军们的热烈反响也别无二致。

当天夜间，亚历山大开始向叙利亚门的海岸隘口进行反向行军。他及时地用骑兵和弓箭手重新占领那里，借此打通了前往伊苏斯的道路——他两天前才刚刚离开那里。在布置好前哨之后，全军在岩石环绕的关口中度过了夜晚。次日天刚放亮，亚历山大便以纵队穿越隘路向平原进发。

这块平原从叙利亚门向北延伸，宽度也逐渐增大。其长度到伊苏斯为止约为20英里，西侧以海岸为界，东侧则以地形崎岖的山地为界，一些小溪从山丘之间的空隙中伸展出来流向大海。另外在伊苏斯以南数英里处还有一条较大的皮纳鲁斯河穿过平原，该河流向西南方向，其南岸的山丘有一部分伸入到了平原方向。波斯军队的营地正位于这条皮纳鲁斯河北岸。

跃出隘路之后，道路逐渐变得宽敞，亚历山大随即以高超的调动将纵队排成方阵队形，并向两侧展开组成战线。亚历山大惯于在会战之前以检阅序列行军，其人员所受的训练也可以保障行军时的密集队形。原本位于步兵后方的骑兵在到达平原后加快步伐赶到步兵两翼，这样一来，全军便形成了战斗序列，方阵纵深则与通常一样为16排。从山地方向算起，步兵右翼最外侧为尼卡诺尔的近卫步兵和持盾兵，其次为寇纳斯以及佩狄卡斯的方阵步兵旅。帕尔梅尼奥指挥的左翼依靠着海岸，其步兵从左侧算起分别为阿明塔斯、托勒密、梅利埃格等三个方阵步兵旅，这三个旅都被交给克拉特鲁斯统一指挥，而后者自己旅的位置则并不清楚。帕尔梅尼奥收到死令，要求他的左翼绝不能离开海岸，为此他也得到了希腊同盟步兵的加强。亚历山大最初计划将马其顿和色萨利重骑兵全都布置在右翼，二者也已经收到了相应命令。这样一来，由于从隘路到皮纳鲁斯河之间的平原仅有大约1.5英里宽（该地区的地形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其顿人的侧翼便可以获得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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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苏斯会战（1）示意图



位于伊苏斯以南地区的大流士获悉亚历山大所在之后曾试图采取攻势夺取叙利亚门，但却发现亚历山大已经抢先占据了隘口。在听到亚历山大接近之后，他便在皮纳鲁斯河上占据了阵地，并将30000名骑兵和20000名轻步兵推进到河流南岸组成屏障，使敌军无法观察到其后方部队的展开，同时他也命令这些部队在收到后退信号之后，便要绕过主力左右两翼撤退。大流士所占据的阵地就如同设防工事一样优越，皮纳鲁斯河是他的壕沟，而其北侧较高的河岸就是城墙。他手中拥有大约30000名重装希腊佣兵，这些人在门托耳之子锡蒙达斯（Thymondas）指挥下面对着马其顿的方阵。从他们的阵地上可以看到对方正在组成战线。在希腊佣兵两侧则部署着两倍数量的卡尔达克步兵（该名称用来指代其余外族佣兵），这些人也同样是接受白刃战训练的重步兵。不同资料中希腊佣兵和卡尔达克步兵的数量和位置关系存在冲突，但这并不影响全局，因为这两支部队肯定是位于波斯全军的中央，而且数量也非常庞大。

希腊佣兵和卡尔达克步兵似乎组成了波斯人的第一线。这90000人若以16排的方阵队形排列，总计将占据超过3英里的宽度。卡利斯塞纳斯（Calisthenes）曾说皮纳鲁斯河谷的宽度为14斯塔德，也就是1.65英里。如果想要挤进这个宽度，希腊佣兵和卡尔达克步兵就要排成25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花费太多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当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排成了两至三条战线。
(2)



大约20000名士兵（可能是卡尔达克步兵的一部分）被布置在左翼顶点，位于皮纳鲁斯河南岸的山地附近，以作为对亚历山大右翼的威胁。由于这片地区的地形，当亚历山大向前推进战线之后，这支部队中的一部分阵线便会超出到马其顿阵线后方。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部署，本应发挥一定作用。

大流士其余部队均在第一线后方依照民族区别排成纵队，准备相继投入战斗，但事实上这种部署不过是把大量人员都挤在了一起，既无法行动又十分危险。包括随营者在内，据说整个波斯大军多达6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可能在20万人左右，但夹杂大量不可靠的人员是其致命弱点。数量过于庞大也正是它的命门所在。而且由于他们始终认为敌军正在逃亡，当马其顿部队突然出现在面前准备发动进攻时，士气也一定会发生动摇。

在排布好战线之后，大流士将原先作为屏障的骑兵和轻步兵从左右两翼撤了下来。不过当他看到骑兵在山地上难以发挥作用时，就让大部分骑兵都集中在了右翼，面对着帕尔梅尼奥，海岸沙滩也是仅有的可施展机动性之处，只有一少部分骑兵被派往左翼。大流士计划依靠山地来掩护左翼，而由右翼那巴赞斯（Nabarzanes）指挥的骑兵作为主攻力量，凭借数量突破马其顿左翼，之后打击在其阵线背后。大流士本人按照惯例位于全军中央的希腊佣兵背后，其全军则从山地一直延伸到了海边。

此时马其顿人的士气正处在最高点，对于自己的英勇也满怀信心。国王的演说激起了全军的热情，当波斯人进入视线之后，士兵们便立刻想要求战。从我们对战争的常识来看，亚历山大此时所处的局势已经不能再糟糕了。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对他能在如此绝望的危险之中，凭借大胆冷静的头脑以及超乎常人的能力稳住军心赢得大胜而惊叹。

在看到大流士将骑兵集中在右翼面对帕尔梅尼奥之后，由于己方那一侧仅有伯罗奔尼撒和希腊骑兵，亚历山大担心自己的副将可能会被压倒，因此他命令色萨利骑兵从方阵背后隐蔽但却迅速地转移到了左翼。在右翼的骑兵中，伙伴骑兵与方阵位于同一条战线上，普罗托马科斯（Protomachus）的枪骑兵以及阿里斯托的配奥尼亚轻骑兵则位于伙伴骑兵前方。在步兵中，安提约古斯的弓箭手、阿塔拉斯的阿吉里亚部队同样位于伙伴骑兵的右前方。另外，亚历山大还在右翼后方布置了一小部分轻步兵、轻骑兵，面对着准备从后方攻击自己右翼的敌军。不过很快他就认清，只要不将他们赶走，这一危险始终都会存在下去。因此在战斗开始之前，亚历山大派出了一支轻装部队去攻击他们，波斯人虽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却还是被逐退到了山顶。大约300人的两个伙伴骑兵中队在他们面前占据阵地加以监视，原先侧卫中的部队则被用于加强右翼方阵的薄弱环节。可当这些部署完成之后，右翼方阵却还是显得过于薄弱，亚历山大遂又将两个伙伴骑兵中队填充了进去。按照以兵源地区命名的规则，两个中队分别为安特慕西亚（Anthemusia）中队和卢加亚（Lugaean）中队。在左翼方面，克里特弓箭手以及西塔西斯指挥的色雷斯人位于方阵步兵前方，骑兵位于方阵步兵左侧，希腊佣兵则作为预备队保留在后方。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充分认识到了预备队的价值，而在他之前只有色诺芬曾意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认清了方阵最大的弱点即在于缺乏后备力量，因此总是会通过部署预备队来弥补这一问题，这在当时并不常见。

马其顿军队凭借精湛的技巧，安静地完成了所有部署。由于亚历山大可以看到对方的阵线，因此他所做的每一个调整都是对敌军部署进行详细侦查后的结果。所有这些调整都没有使部队发生混乱或者慌张，一切都井然有序，执行也十分精确。马其顿全军人数在30000人左右。

在亚历山大右翼，也就是波斯左翼的一侧，皮纳鲁斯河有一个从北方而来的转弯处，因此大流士的左翼位置也比较靠后。由于先前已经逐退了那一部分卡尔达克步兵，亚历山大遂向前推进弓箭手、阿吉里亚部队以及部分希腊佣兵，使自己的右翼包抄了波斯第一线的左翼。在大流士准备以右翼主攻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便决定攻击大流士左翼。

对一支人数较少的部队而言，这片战场非常有利。部队的侧翼可以得到保护，地形也相对复杂，使对方无法像在开阔平原上那样发挥数量优势。由于认为波斯人会主动进攻，亚历山大让部队暂时休息片刻，准备在波斯人渡河时攻击他们。不过波斯人却始终守在阵地上，只有右翼的骑兵开始渡过皮纳鲁斯河进攻马其顿左翼。亚历山大认为大流士将自己所在的中央保留在皮纳鲁斯河背后采取守势是犯了大错。因为这样一来，一旦指挥系统所在的中央部分陷入困境，右翼便无法支援中央，即使他们击败马其顿左翼也无法挽回败局。而只要波斯大王所在的部分被击败，东方士兵们便会发生崩溃。所以亚历山大现在的问题便是如何摧毁对方中央。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便是先摧毁波斯左翼，之后再从背后打击其中央部分。只要帕尔梅尼奥能够率领马其顿左翼坚守到自己取得一定进展之时，他就有信心取得胜利。

大流士始终停留在原地坐等希腊人发动进攻，相信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足以抵挡住对方进攻，并指望自己的骑兵击败亚历山大的骑兵，突破对方左翼，打击其背后。这样一来，双方便都用较强的一翼面对着对方较弱的一翼。色萨利骑兵都是出色的战士，亚历山大将色萨利骑兵派至左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其顿阵线的弱点。而大流士对自己左翼的弱点却没有做任何补救，其左翼的卡尔达克步兵也非常丢人地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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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苏斯会战（2）示意图



波斯国王摆出的防御架势，也使亚历山大手下部队产生了一种大流士缺乏勇气的想法，这就导致他们的士气愈发高涨。大家都高喊着要求发动进攻，亚历山大也随之下令前进。从一支部队的喊杀声中既可看出胜负，而此时马其顿军中明显是一片胜利之声。在阵线缓慢但却坚定向前推进的同时，亚历山大骑马在阵线前方高声激励士兵们，呼唤着每一个方阵步兵旅和每一位指挥官的名字，激发起全军的英雄气概。士兵们也大声欢呼回应着他们的国王，亚历山大的以身作则以及十足信心就好像兴奋剂一样，感染着队列中每一位士兵。

虽然必须要跨过一条河流，但这些困难却反而更加鼓励了这些曾在格拉尼卡斯河上杀出血路的士兵。皮纳鲁河北岸大部分河岸都比较陡峭，而相对平坦的部分也被大流士布上了障碍。不过皮纳鲁斯河本身在全线都是可以涉渡的。

会战即将打响，马其顿士兵的热情也已经达到了沸点。为保证队列完整，避免发生动摇，方阵步兵始终在军乐伴随下以缓步前进，就好像是在游行一样气宇轩昂地迈着整齐步伐。直到进入对方标枪射程后，亚历山大才发出预先定好的信号，由他本人和近卫骑兵领导着全军以双倍速度冲进河水之中，并发出足以令敌军恐惧的呐喊声，在山海之间回响。攻击的迅速不仅对波斯人产生了震慑作用，同时也使己方不至于长时间暴露在对方矢石之下。在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的右翼，由于河流地形使他可以攻击波斯阵线后方，双方刚一发生接触，波斯人便立刻陷入到了混乱之中。

河流的这个转折也导致马其顿军阵线再一次形成了右翼领先的斜形序列。虽然很多学者将其形容为亚历山大的惯用阵型，但毫无疑问这一次的斜形序列也还是意外所致。
(3)

 不过无论如何，这一序列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亚历山大得以攻击波斯中央部分的左侧，也就是他认为大流士的弱点所在。

伙伴骑兵和持盾兵的冲击产生了巨大威力，因为大流士麾下没有任何士兵能够与之抗衡，波斯人只抵挡了很短时间，其阵线很快即被打乱，马其顿人则持续施加着压力。亚历山大逐退正面的波斯左翼部队之后，立刻便发现自己已经前进到了波斯中央的希腊佣兵左翼，后者正是大流士最为依赖的部队。此时这些希腊佣兵已经成功阻止了马其顿方阵的前进。不过亚历山大也已经赢得了最重要的立足点，他在这一侧取得的成功使波斯人不可能仅凭自己右翼取得优势便赢得会战，因为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迂回了大流士的左翼，也是他的战略侧翼，并因此切断了对方的退却线。

寻找对方的战略侧翼，以迂回这一翼来切断对方退却线，这种行动总是被认作拿破仑的发明。毫无疑问，确实从未有哪位将领能够像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一样能够如此大规模、如此有效地利用对方这种弱点。不过在伊苏斯平原上，亚历山大也看到了攻击对方战略侧翼的意义，而他在之后的会战中也还会再次施展这种战术。汉尼拔穿越阿努斯沼泽的行军明确地显示出他也明白这种意义。只不过将这种策略展示给世人的，正是拿破仑战史的作者们而已。与这些人相反，拿破仑本人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从前人身上学到了这些知识，但确实是他，将这些学到的知识完美地发挥到了极致。

位于马其顿中央的方阵并没有像亚历山大所带领的右翼那样，以无可阻挡的气势迅速取得成功。他们渡河的地段河岸更高，方阵步兵们的装备也要更加笨重，二者相加导致他们发生了一些混乱，进攻进展也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国王身边的部队在其本人迅猛带领下，已经前进到了战线前方。而大流士的希腊佣兵对方阵也进行了十分活跃的攻击。马其顿方阵步兵不仅行列发生混乱，而且由于右侧的几个方阵步兵旅试图尽最大努力跟随亚历山大快速前进，导致方阵右翼出现了一个空洞。希腊佣兵在勇气方面并不亚于马其顿人，这就使这个空洞显得十分危险，双方的世仇也使战斗变得十分血腥。两军方阵的战斗覆盖了整条河流的两岸和所有主要渡口，双方都拼尽全力，希腊佣兵试图挽回败局，赢得波斯大王的青睐和他承诺的奖赏；马其顿士兵们则并不甘于只能望国王项背，更不愿丢掉马其顿方阵步兵的无敌声望。更重要的是，一旦他们退败，马其顿全军也会一起毁灭。两军在这里短兵相接，箭矢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能使用长矛和刀剑作战。塞琉古之子托勒密以及120名马其顿官兵在此阵亡——尽管马其顿方阵的勇气过人，但还是陷入了巨大危险。

所幸亚历山大又像往常一样扭转了局势。他的部队将波斯左翼从河岸逐退，暂时腾出了手脚。他带领着持盾兵、方阵右侧各旅，在伙伴骑兵支援下转过来攻击希腊佣兵的侧翼，以凶猛进攻撕碎了他们的阵线，立刻便解除了正面各旅的压力。在此之前，这些部队已经在被迫向后退却了。局势扭转之后，在胜利的希望之下，方阵恢复了秩序，重整旗鼓，并从此站住了阵脚。

与此同时，波斯左翼的骑兵也已经过河，凶猛地对色萨利骑兵发起进攻，并在激烈战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在帕尔梅尼奥这里，战况无疑是全军最艰苦的，若非亚历山大在右翼冲锋的卓越成果，马其顿人很可能已经输掉了会战。不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波斯人不仅数量占优，而且战斗力也十分出色，而绝不是帕尔梅尼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他在奉命行动时同样十分积极，而且也具有一定自由指挥的权力。数量庞大的波斯骑兵始终聚集在一起，其重量就如同雪崩一般不可阻挡，几乎就要横扫对手。色萨利骑兵只能凭借勇气和绝对的纪律性，从不同方向连续发动小规模反击，才得以与波斯人抗衡。波斯人虽然有着足以碾过一切敌人的庞大数量，但色萨利人始终没有屈服，一遍又一遍地来回冲锋，尽可能地对波斯人进行打击，坚决地维持着战线。即使是伙伴骑兵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按照惯例，大流士作为波斯大王自然位于全军中央最显赫的位置。他乘着一辆四匹马并排拉动的华丽战车，几乎囊括了所有宫廷显贵的贵族亲兵在欧克塞斯里斯（Oxathres）指挥下，都围绕在国王周围，因此这位波斯大王在战场上也一定十分显眼。在帮助方阵稳定战线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从波斯大军中凿开一条道路，向波斯阵线中央的核心地带前进，直接冲向了大流士和他的贵族亲兵。与库那克萨会战一样，这一行动决定了会战胜负。亚历山大也和以往一样一针见血，直向对方中央杀去。面对着亚历山大率领的伙伴骑兵，波斯大王身边的将士很快便非死即伤，就连他的马匹也开始不听使唤。若不是他的兄弟欧克塞斯里斯进行了一次冲锋使他能够从战斗中逃脱，这位波斯大王很快也会成为一位牺牲者。大流士就好像是面对着发怒的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一般，被恐惧的暴风所席卷，丧失了一切英雄气概。

大流士看到自己的左翼已经被击溃，亚历山大也已经插进了己方军队与阿马努斯门之间，自己更是面临着被俘甚至阵亡的危险。这位波斯大王失去了所有自制力，迅速逃到了一辆专门为他准备的、由备用战马拉着的轻便战车上逃亡了。但由于地形崎岖，而且遍布着逃兵，这辆战车也没有把他带走太远。好在大流士早已备下一匹良种母马，为了给逃命做准备，波斯人甚至还专门将这匹母马生下的小马驹留在了阿马努斯门。乘战车逃亡不久之后，大流士便换乘到这匹母马上从战场上奔驰而去。随着国王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波斯左翼和中央的部队立刻便丧失了一切纪律。正准备前进投入战斗的第二线预备队也立刻便像融化一样步大流士后尘而逃。马其顿极右翼的配奥尼亚人、弓箭手、阿吉里亚人、佣兵以及两个骑兵中队发动追击，杀死了所有没能及时逃亡的波斯人。已经取得优势的波斯右翼骑兵发觉了左翼的溃败，而且很快便听到了“国王逃跑了！”的悲鸣。他们立刻便失去了勇气，开始动摇，在认清自己无论如何奋战也无法取胜之后便同样掉头逃跑了。色萨利骑兵紧跟在后进行追击，不仅杀死了大量这些骑兵，甚至还导致波斯骑兵之间互相践踏。

在发动全面追击之前，亚历山大必须先确保左翼和中央的安全，再加上夜晚临近，他也无法追得太远。这两个原因使大流士本人得以逃亡，不过亚历山大还是俘获了他的战车（大流士的米底披风也留在车中）、弓箭以及盾牌。大流士则一直逃到了幼发拉底河，并从塔普萨卡斯渡到河流对岸之后才停止逃跑。从这支大军的残骸之中，他仅收集到了4000名希腊佣兵。所有没被杀死的波斯步兵都逃到了山区中，骑兵则一路沿着海岸逃亡，最终逃过了上阿马努斯隘口（Upper Amanic Pass）。据说还有一支8000人的希腊佣兵在阿明塔斯带领下向南沿海岸杀出重围逃到了腓尼基，从莱斯博斯人那里夺取了船只，在烧掉不需要的那部分船之后驶往塞浦路斯，之后又逃亡到埃及。与阿明塔斯一同逃亡的还有门托耳之子锡蒙达斯、法勒斯人阿里斯托德墨斯（Aristodemus of Phares）、阿卡纳尼亚人比阿诺尔以及其他一些逃亡者。

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逃得性命的阿萨米斯、罗米色瑞斯在伊苏斯会战中阵亡。波斯人被杀者极多，数量达到了10万人，其中还包括10000名骑兵。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声称自己手下士兵在追击时曾将死去的敌人扔进沟壑中堆成桥梁跨越而过。由于波斯将领们还像往常一样非常英勇地将自己暴露在战斗中，他们也一样伤亡惨重。马其顿方面则有450人阵亡
(4)

 ，其中300人是步兵，150人是骑兵，阵亡比例为1.5％。另外，寇蒂斯认为阵亡数量为180人，贾斯汀（Justin）则说是280人，受伤数量也众说纷纭。受伤阵亡比在当时通常是10∶1，照此计算，全军伤亡数量达到了5000人，伤亡比则在17％左右，比现代会战平均数字还要高出很多，后者伤亡比很少会超过10％。

没有任何记录可供猜测亚历山大军中有多少人因伤而亡。不过这一数字无疑会很大，因为即使是那些在今天看来并不太严重的标枪、石块、弓箭伤口，在当时不佳的医疗条件下也会致命。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有很多人因伤致残，而且军队减员数量也非常多。因会战丧命的士兵，绝不可能只像阵亡数字显示的那么少。

另外，古代的胜利之军不会因被俘损失人员。因此在对比古代会战和现代会战中的人员损失情况时，必须减去现代会战中往往数量不少的所谓“失踪”人员
(5)

 。

波斯人带到战场上的财宝价值不足3000台仑（360万美元），但他们还在大马士革保存了大量黄金。会战结束之后，亚历山大派帕尔梅尼奥穿过欧戎提斯山谷（Orontes Valley）去夺取大流士的财宝。由于叙利亚总督的背叛，这部分财宝原本已经被运出了城，现在就被帕尔梅尼奥截住，之后也就被储存在那里。

第二天，尽管亚历山大本人被刀剑割伤了大腿，但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前去看望马其顿伤员，赞扬那些在战斗中表现杰出的人，并拿出现金犒劳他们。之后他又参加了以军事礼节埋葬死者的仪式，全军都如同参加会战一样，庄重地参加了葬礼。

大流士的家属被波斯人遗弃在了营地里，他们也受到了亚历山大的尊敬和优待。哪怕真如很多人所声称的，亚历山大之宽大并非发自内心，他也把情绪控制在了礼节之下，这对年轻人而言并不常见。而且事实上，普鲁塔克、阿里安以及其余史学家评价亚历山大时都说他宽宏大量，很显然这种评价也要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暴露他缺点的恶行，而看不到那些证明他高贵善良的善行，便无法公平评价亚历山大的人格。史书中提及亚历山大从追击大流士的战车上返回之后，在大流士营帐中与伙伴骑兵们一起吃饭时听到有女人的哭声。询问之后才知道波斯太后西绪甘比斯（Sisygambis）和王后斯塔蒂拉（Statira）以为大流士已经战死，正在为儿子、丈夫悲伤。亚历山大立刻便让列昂纳托去向她们保证大流士还活着，而她们对马其顿人也不应感到害怕。行如其言，亚历山大不仅没有施用当时征服者对女性的权力，甚至禁止他人在自己面前提起斯塔蒂拉的美貌——这位王后要算是当时最美艳的女人之一。这两位王室女性由她们熟识的东方侍从陪伴，受到了王后一般的待遇，完全不像是俘虏。可能亚历山大是当时唯一一个会如此行事的希腊人，而且他的克制以及他给予俘虏的礼遇对他未来的政策也十分有利。从此之后，所有的对手都对亚历山大赞不绝口，波斯人在领略了他的指挥能力之后，又发现他的人格也一样伟大。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的工作也变得更加从容。第二天，当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翁一同去拜访两位王后时，因为亚历山大穿着并不比赫菲斯提翁更华丽，而后者身材又要更高一些，西绪甘比斯就把赫菲斯提翁当作了亚历山大拜伏在他脚下。当西绪甘比斯发现自己认错了人，惊恐地担心这位征服者要降罪于她时，亚历山大却把她搀扶起来，说她并没有错，因为赫菲斯提翁也是一位“亚历山大”。
(6)

 之后他又抱起了大流士的幼子，对其爱护有加。

除在幼发拉底河与大流士会合以及逃到了埃及的那一小部分希腊佣兵以外，波斯全军都在伊苏斯被消灭了。一些幸存者聚集在一起逃回了波斯内陆，另一部分逃到了西里西亚山区。不少人聚在一起游荡了一段时日之后便逃回了家乡。虽然一些散兵游勇逃到了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帕弗拉戈尼亚、卢卡尼亚等地，但每当他们出现，就会立刻遭到当地的马其顿总督镇压。弗里吉亚总督安提柯和小弗里吉亚
(7)

 总督卡拉斯都曾驱逐过不少这样的小股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亚历山大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而冬季的临近也使大流士躲过了进一步追击。

由于流经平原的河流沉淀物积累，今日的伊苏斯地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大一部分当年的海岸已经变成了绵延的沼泽，叙利亚门现在也已经因山体滑坡而被阻断，无法通行。时至今日，能够穿过阿马努斯山脉的道路，已经只剩下阿马努斯门一条了。

经此一战之后，即使连波斯人都认清仅凭数量无法赢得会战。虽然这在今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只知数量的古人眼中，他们可能很难认清这一问题。虽然拿破仑曾说神祇会站在数量更多的一方，而他自己的神机妙算却能够相当于千军万马。但在他说出这些言论时，欧洲各国士兵的训练、纪律水平旗鼓相当。在数量相当的情况下，指挥官的天才便成为决定性因素。而波斯的乌合之众并不能算在拿破仑这句格言或理论的讨论范畴之内。大流士在战前曾吹嘘说要凭借庞大部队将亚历山大踩在脚下，但无论是在这一次，还是在后来他真正有机会发挥数量优势的阿贝拉会战中，他本人却始终是全军的弱点。而这位波斯国王的失误也可以算是亚历山大的好运。通常而言，波斯人，尤其是贵族和将领们都十分英勇可靠，但他们组成的大军却还是很很容易击败。大流士并非一位天性坚定之人，当他发觉曾被自己低估的希腊人仅凭少量士兵便敢于和自己抗衡时，他便失去了理智。与此相反，亚历山大在会战中出色的指挥却表现出了最高水准。凭借着敏锐的眼光，他不仅理清了整个局势，也发现了对方阵线上的弱点，并以同样可敬的勇气和冷静挑战对方的庞大部队。毫无疑问，正是亚历山大所表现出的这些素质，使大流士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从这一角度上来讲，亚历山大的好运也是他自己带来的。

伊苏斯会战可能是亚历山大所有胜利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仗。在这场会战之后，亚历山大的名字几乎成了神祇的同义词。和往常一样，亚历山大举办了运动会和献祭仪式来庆祝胜利。为了表示纪念，他还在叙利亚关口中建造了一座亚历山大城。
(8)

 皮纳鲁斯河岸上也竖立起了三座巨大的祭坛来祭奠在此阵亡的将士。

由于西里西亚在已被征服的地区中最具军事重要性，必须交给最优秀的将领来掌管，因此亚历山大选择了一位侍从副官——尼卡诺尔之子巴拉克鲁斯担任西里西亚总督。巴拉克鲁斯在侍从副官中的职位则由米尼斯（Menes）接替，波利伯孔则接替了塞琉古之子托勒密。瑟迪马斯（Cerdimmas）之子梅侬（Menon）成为北叙利亚总督，统治地区以帕尔梅尼奥所占领者为限。亚历山大还给他留下了一支希腊同盟骑兵部队来驻守所辖地区。



————————————————————


(1)
 约翰·富勒认为卡尔达克兵应该是轻步兵。从后来伊苏斯会战中大流士将他们部署在希腊佣兵两侧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装备肯定要比希腊佣兵更轻，但是否仍属于重步兵则不得而知。


(2)
 事实上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希腊佣兵和卡尔达克步兵相加根本没有90000人之众。古希腊史籍中对敌军兵力往往过分夸张，大流士其实际兵力在10万到15万之间似乎更为合理，而所有重步兵数量也应在3万至5万之间。德国战史学者汉斯·德布吕克认为大流士全军总计只有25000人，这一数字又显然是过小了。


(3)
 事实上，从前述亚历山大的战术安排来看，即使地形不如此，马其顿军也会采取以右翼领先的斜形序列，以便攻击大流士的左翼。而且，利用、适应地形发动进攻正是一位杰出将领该做的事。


(4)
 这个数字为阿里安所说。


(5)
 即被俘人员。


(6)
 在希腊语中，亚历山大意为“男人的保护者”，这个轶事中亚历山大所说的正是此意。


(7)
 即赫勒斯滂-弗里吉亚地区。


(8)
 这座城市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保持叙利亚门的畅通。



第二十四章　围攻泰尔（公元前333年11月至公元前332年8月）

在伊苏斯会战之后，波斯的海军将领们试图拯救那些仍有机会摆脱厄运的土地和军队。为避免开俄斯岛变节，发那巴扎斯带着12艘三列桨战舰和15000名雇佣军前往那里。但门侬去世以及伊苏斯战败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不久之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波斯盟友们便显示出分崩离析的信号，这对波斯帝国海上力量的打击要比前面两件事更为严重。当亚历山大没有像波斯人预期那样前往幼发拉底河，而是开始向腓尼基前进时，沿岸城邦的国王们立刻便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这也使他们对波斯的忠诚再次受到巨大削弱。门侬的巨大影响力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

波斯舰队给开俄斯岛留下了卫戍部队，之后又向科斯岛和哈利卡纳苏斯派出了几艘战舰，最终驶到了锡夫诺斯岛（Syphnus）。仍在抵抗亚历山大的斯巴达国王阿吉斯试图劝说波斯将军们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派出舰队，以便斯巴达人能够与波斯舰队联手，积极地袭扰马其顿领土。可虽然阿吉斯态度积极，不断地推进着这些宏大计划，波斯人在伊苏斯战败的消息还是阻止了所有这些行动。发那巴扎斯立刻回到了开俄斯以免当地发生叛乱，这在此时已经并非不可能了。阿吉斯仅从波斯人手中争取到了30台仑黄金和10艘三列桨战舰，只好借此派他的兄弟阿格西劳斯到克里特和其他爱琴海岛屿去煽动叛乱，之后再与奥托夫拉达提斯一起前往哈利卡纳苏斯。

在伊苏斯获胜之后，亚历山大并没有直接向幼发拉底平原前进从而进入波斯腹地，而是向南进入了腓尼基。因为只要压平这块沿海地区的诸城邦，亚历山大就能消灭远至埃及的所有抵抗。在深入内陆之前确保对整个海岸线的控制，原本便是他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些计划是在这位国王从佩拉启程之前便已经制订好的，还是当他愈发深入亚洲，制海权问题愈发严重才随之诞生的。但有必要怀疑的是，亚历山大在远征开始时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地理情报可供他制定这种计划。可无论如何，他的整个战略行动都非常完美而平衡。如前所述，他已经派遣帕尔梅尼奥带领色萨利骑兵穿过欧戎提斯山谷去占领叙利亚，并夺取大流士进军伊苏斯之前留在大马士革的财宝和随营物资。而他本人则在将西里西亚方面的事务做了适当安排之后，率军进入腓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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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与腓尼基示意图



与波斯大王统治的其余地中海沿岸地区不同，腓尼基并没有彻底陷入暴政统治。波斯非常依赖腓尼基各城邦海员的技艺以及他们的舰队，同时这里也是波斯最倚重的通商口岸，这就使它们拥有了与后来德意志自由市相似的地位。虽然它们的地理条件并不具有完全独立所必需的与世隔绝，但它们位于黎巴嫩山以及大海之间的地形还是足够险要。它们中有不少城市都建立在沿岸岛屿上，还有一部分则建立在无论陆路、海路都难以接近的位置上。每座城市都控制着一片或大或小的地区。这些城市的大量贸易以及手工业虽然没有像其他城镇一样在东方统治下衰败，但也已经被最大限度地纳入了波斯管辖之下。

腓尼基各城邦的战舰此时均在波斯舰队中服役，这些分队的指挥官大多都是国王本人。但如上所述，伊苏斯会战的结果直接动摇了这些城市的根基，被留在家乡的政府也看到了倒向亚历山大的必要。如果这些城邦能够联合起来，它们本能给亚历山大造成不小的麻烦。但它们之间的隔阂和嫉妒，再加上亚历山大的聪明引诱，阻止了这种可能。占领腓尼基对亚历山大而言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只要大流士仍保持对腓尼基的控制或影响力，即使仅是与这些城邦维持正式的合作关系，他便始终能拥有一支舰队。而一旦这些城邦不再忠于波斯，波斯大王最有力的武器便将转投对手阵营了。

在向腓尼基前进时，亚历山大首先遇到了阿拉达斯（Aradus）的国王格罗斯特拉塔斯（Gerostratus）之子斯特拉唐（Strato）。虽然国王本人正在奥托夫拉达提斯的舰队中服役，但斯特拉唐还是主动向亚历山大献出了自己最大、最繁荣的首都马拉苏斯（Marathus）及其附近的阿拉达斯岛、塞贡岛（Sigon）、马瑞尼亚岛（Mariamme）以及所有受他和父亲统治的领土。这要算是亚历山大在腓尼基获得的第一个，也是重要的成功。为表示臣服，斯特拉唐向亚历山大献上了重礼，还按照当地习俗将一顶黄金王冠戴在了亚历山大头上。

亚历山大在马拉苏斯停留了几天时间。在这里，他收到了大流士派使节送来的一封信，大流士希望亚历山大能将他的母亲、妻子以及孩子交还给他，并提议两国应成为朋友和盟友。大流士在信中将亚历山大的胜利归功于某位神祇的眷顾，并重提波斯与马其顿早年的友好。他本人作为一位国王也恳求另一位国王将家人还给自己。亚历山大对此做出回应。由一位地位相当的使节将回信送给大流士。他在信中列举波斯对希腊造成的伤害、大流士挑发的敌意以及波斯宫廷对杀父凶手的教唆。他在信中强调自己拥有征服整个亚洲的权力，要求大流士承认亚历山大是自己的主君，而非对等的国王，并威胁大流士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他都将紧追不舍，直到完成毁灭波斯统治的使命为止。作为亚历山大性格的侧面印证，他在信中的一些话非常耐人寻味：“尊我为亚洲的主人，前来拜谒，你的请求便能够得到满足。但如果你拒绝尊我为君，那你就应当据守阵地，为你的国土而战。因为不论你逃到哪里，我都将紧追不舍。”

同样在马拉苏斯，亚历山大从大马士革接收了一批希腊人，他们是斯巴达、底比斯、雅典派到大流士宫廷中的使者。考虑到这些人的地位，亚历山大给予他们额外的宽大处理。他释放了底比斯人，但仍暂时将斯巴达人握在了手中。雅典的伊菲克拉提斯之子（伊菲克拉提斯便是那位轻盾兵的创始人）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被亚历山大安排在了自己身边的一个荣誉职位。

接下来，亚历山大开始向比布拉斯（Byblus）前进，并接受了后者的有条件投降，而其国王也同样在波斯舰队中指挥着自己的分队。按照阿里安的说法，比布拉斯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掌握着一片相当可观的土地。出于对波斯人过去恶行的憎恨以及对泰尔的嫉妒，西顿（Sidon）也打开了城门。泰尔——整个地中海东岸的明珠，同样派来了由国王阿泽米卡斯（Azemilcus，此时他也在奥托夫拉达提斯麾下服役）之子带领的使团表示臣服，条件却是亚历山大不能进入泰尔。亚历山大回答说他希望向泰尔的赫拉克勒斯神庙献祭。但泰尔人还是对此加以拒绝。因为在进入以弗所时，亚历山大曾将全军集结在阿耳忒弥斯神庙的门前一同献祭，如果现在亚历山大又要再来一次这样的献祭，那泰尔人就会失去一切自由，因为他们认为马其顿人一旦进来就不会再走了。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舰队和忠诚献给亚历山大，但不愿交出他们的性命、自由以及对欢乐的追求。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保持足够的独立，以便在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二者其一成为最终胜利者时投入胜者麾下。他们自知自己对这两位国王同样重要，因此不愿在局势未定前将自己交给任何一方。如果大流士最终获胜（在当时看来这也绝非不可能之事），泰尔人将因自己是唯一保持忠诚的腓尼基城市而获利。即使大流士再次失利，泰尔人也仍有能力长期坚守，单独与亚历山大妥协。对泰尔人而言，这种考量是非常自然而且明智的，但他们却并不了解亚历山大。泰尔拒绝了这位马其顿国王的条件，公民们紧闭城门，国王也从海外归来保卫城市。

亚历山大已经拟定了一系列非常清晰的战略计划：首先对埃及进行一次远征，以完成对东地中海所有沿海城市的征服，摧毁波斯的海权；之后再向巴比伦进军，只要能够掌握整个海岸线，后方的马其顿和希腊便能不受斯巴达和它的波斯盟友威胁。但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占领泰尔，否则他就不能在这个腓尼基最大、甚至是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位于自己背后的情况下，安全地向埃及或巴比伦前进。为此亚历山大按照惯例或者法律规定召集伙伴骑兵、方阵步兵的团长、营长、骑兵中队长以及同盟军军官举行战争会议，说明军队面临的情况。军官们同意必须攻克泰尔，但他们对如何围攻泰尔却根本没有头绪，因为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亚历山大却回答说，无论对谁而言，只要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都绝非无法完成。依靠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亚历山大决定先将泰尔孤立起来，之后再对其发动进攻。一次冗长的围攻随之而来，如果波斯将军们仍有像门侬那样的勇气，这次围攻就将使他们占尽优势。但大流士并没有与亚历山大对抗的才能。时间在战争中往往至关重要，但这一次却并没有成为亚历山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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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大战略示意图



不少批评者质疑亚历山大为何不在伊苏斯会战之后直接追击大流士，占领巴比伦和苏萨，控制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带，阻止大流士组建一支新军。古斯塔夫也曾因渡过莱希河（Lech）后没有向维也纳进军而受到过相似的质疑。事实上，亚历山大对自己后方以及马其顿本土的担心要远远大于他对前方任何敌人的担心。虽然波斯舰队正在被迅速地肢解，但却仍然掌握着爱琴海；阿吉斯国王的兄弟已经控制了克里特；希腊诸邦虽因最近的胜利而暂时平静了下来，但仍随时可能爆发叛乱。在将从赫勒斯滂到尼罗河的整个海岸线都握在手中之前，向内陆发动任何远征都要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无异于赌博。如果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征服全部已知世界，他便必须以全部已知海岸线当作行动基地。伊苏斯会战的胜利并不是亚历山大的行动目的，而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基础。这条海岸线是他庞大计划所必需的最小基地。而亚历山大征服计划的宏大和条理性，正可以从他在泰尔海岸上的耐心等待和行动中得到最好证明。直到那之后，他才终于越过了幼发拉底河。

到达泰尔之后，亚历山大发现位于大陆上的旧城已经被放弃了，其居民已经撤退到了所谓的“新城”中。后者位于一座长两英里，宽度略窄的岛屿上，与海岸相隔一条0.5英里宽、18英尺深的海峡，在接近海岸的一侧水浅而泥泞。整个海岛均由高大的城墙环绕。海岛拥有两个港口，一为位于北部的西顿港，一为南部的埃及港，二者均有一部分面对大陆。即使远没有新城坚固的老城，也曾经抵挡住了尼布甲尼撒长达13年之久的围攻。泰尔城拥有大量的武器、英勇的人民（据称其守军人数多达30000人，但这很可能是所有能够作战的居民总数）、一切可以用来抵抗围攻的战争机械以及不在少数的战舰，后者正是阿泽米卡斯国王在新城被彻底封锁前从波斯舰队带回来的。同时城内也拥有能够长时间支撑的粮食。亚历山大希望能够获得腓尼基人的支援，泰尔人则相信过去的友邦能够加入己方，而不会去帮助亚历山大毁灭曾经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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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示意图



由于亚历山大此时手里没有船只，只能从海岸对泰尔发动进攻，因此他决定从大陆起建造一条堤道穿过海峡。按照计划，这条堤道有200英尺宽，在两侧将木桩打入海底，中间则用石头、沙土和木材填充。工程在亚历山大到达城下之后便立刻开始了，劳工则从周围所有地区征集而来。从黎巴嫩山运来的雪松被当作木桩，非常容易打入松软的海床。石头则来自于海岸上的旧城，这座遭到居民放弃的城市现在被拆解用来对付它原来的主人。海岸湿地上的草丛也被做成了结实的绳索。为避免堤道两侧被海浪冲刷损毁。整棵整棵带着枝叶的大树被扔到海里，减缓因西南大风而汹涌的海浪。为了建筑这条奇迹般的堤道，亚历山大耗尽了一座城市和一片森林的所有资源。

亚历山大亲自监督着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并时常用振奋人心的言语和他的亲自到场来鼓励那些夜以继日工作的马其顿士兵和其他劳工。工程进展非常迅速，但当他们接近城墙附近的深水区并进入了对方矢石射程范围之后，工程的困难便只能用灾难来形容了。泰尔人将攻城器械架在城墙上，使出浑身解数来毁坏堤道。他们时常乘着战船从不同方向对劳工进行攻击，还派遣潜水好手在水下破坏堤道。泰尔人施展的技巧超乎常人想象，向无礼的马其顿后来者展示了自己自古传承的才能。狄奥多拉斯详述了其中不少方法，我们在此不多赘述。不久之后，亚历山大便被迫在堤道末端建造了两个攻城塔，以便将泰尔人驱离。他在这两个攻城塔上部署了士兵和攻城器械，还在正面铺上了兽皮以免攻城塔被城墙上射来的火矢引燃。马其顿人还用柳条和兽皮制成可移动的掩体，并竖起栅栏和棚车来掩护劳工不受攻击。在得到了这些掩护之后，工程才重新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泰尔人知道自己必须摧毁这两座攻城塔。他们将一艘拥有宽阔甲板、内部能够容纳大批货物的老旧双桅运马船改建成了火船，在其内部装填了大量沥青、干柴以及其他易燃物，在像天线一样伸出的横桅上还挂上了装满了硫黄、石脑油和类似物质的火盆。在一个风向朝向内陆的大风天里，泰尔人用两艘三列战船将火船拖到了堤道末端，在留下引火人员由其自行尽力游回城内后，两艘三列战船撤退到安全距离，发射矢石阻止马其顿人灭火。为让火船能够冲上并固定在堤道上，其船尾还专门加了配重来抬高船头。攻城塔、柳条制成的掩体以及马其顿的攻城器械都被火船引燃，横桅大锅中的燃料也被倾泻一空，风势更助长了大火。尽管马其顿人英勇地与大火搏斗，但所有工程还是被焚烧殆尽。因为猛烈的西北风和泰尔人从战船、城墙上发射的矢石使他们根本无法扑灭迎面而来的火焰。泰尔人还从城池中乘着船只在堤道的上风方向登陆，借着大火推倒掩体，烧毁攻城器械。最终大火不仅烧毁了两座攻城塔，堤道末端也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不久后便在海浪冲刷下垮塌。无数劳工工作数月的成果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便毁于一旦。

这场灾难并没有让亚历山大气馁，这位国王天性不愿接受任何失败。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记载亚历山大曾在此时与泰尔协议暂时停战。但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这与他的个性也完全不符。事实上，他立刻便开始着手建造一条更宽的堤道，以便在上面建造不止两个攻城塔，同时他也开始建造新的攻城器械来取代被烧毁的那些。新的堤道据说要比先前更加正对海浪冲刷的方向。而老的堤道曾因前端遭大量海水冲击而逐渐损毁。亚历山大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优秀的机械师，师出波利塞德斯（Polycides）的迪阿迭斯和查理亚斯（Chairias）则是这些工程师的领袖。

到次年早春季节，亚历山大终于认清，只要泰尔人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他便永远无法攻克这座城市。在留下佩狄卡斯和克拉特鲁斯指挥围攻之后，亚历山大自己带领着持盾兵和阿吉里亚部队前往西顿征召三列战舰，这一工作很快便告完成。两位原先在奥托夫拉达提斯舰队中效力的国王——阿拉达斯国王格罗斯特拉塔斯和比布拉斯国王埃尼拉斯，在得知自己的城市已经向亚历山大投降后，立刻便离开波斯海军，将自己的船只交给了亚历山大。二者的舰队与西顿提供的三列战舰相加，总共达到了80艘战舰。同时罗德岛也派来了城邦的旗舰和其余9艘战船，其他地区的舰只也相继加入舰队。而塞浦路斯人听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的胜利后，由国王尼塔戈拉斯（Pnytagoras）亲率120艘战船加入马其顿一方。在所有这些船只之中，不少都是四层甚至五层桨的大型战舰。这对于亚历山大的影响力来说是决定性胜利，这位征服者也非常愿意对这些过去的敌人既往不咎。

在自己的海军进行战斗准备而攻城器械也在建造之中的同时，亚历山大带领着一个中队的骑兵、持盾兵、阿吉里亚人以及弓箭手对黎巴嫩山附近的山地部落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战役。这些部落控制着欧戎提斯山谷以及通向山谷的道路，已经造成了不少麻烦。这次战役的结果与镇压西里西亚山区时一样彻底，亚历山大攻克了一系列山地要塞，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山地。关于这次行动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细节记录，但从这位不知疲倦的国王的其他类似武功中，可以推断出这一工作进行得非常彻底。而从这块地区的地形复杂程度之中，也能看到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是何等困难。其所花的时间在别人眼中，仅够来回行军之用。普鲁塔克曾根据卡瑞斯的记录，提及这位国王在这次远征中曾多次表现出个人的英勇。英雄般的英勇行为在亚历山大身上不过是惯常之事，我们后面将不再对此赘述。当他回到西顿时，克林德已经带着4000名希腊佣兵的增援等在那里了，同时舰队的备战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舰队完成准备工作之后，亚历山大在船上安排了足够接舷战的持盾兵，并在第一个顺风天里（虽然当时的战舰几乎完全依靠划桨动力，但也并不情愿在顶风中作战）便起航向泰尔前进，试图尽早与对方进行海战。亚历山大本人亲自率领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右翼，克拉特鲁斯和尼塔戈拉斯则指挥左翼。在这支壮观的舰队接近泰尔之后，亚历山大暂停了前进，以便重新整理阵线，这与他在伊苏斯会战中一度减慢方阵前进速度异曲同工。直到行动缓慢的舰只跟上行列之后，这位国王才重新下令前进。原本决心抵抗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技艺的泰尔人，惊讶于亚历山大所集中的舰只数量已经超过己方，原先盟友的抛弃也令他们倍感沮丧，而更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还是亚历山大向他们大胆挑战的绝对信心。因而他们拒绝出港，而只是在西顿港的出口处布置了一排尽可能多的三列战舰，以此来封锁港口，并为避免船只遭俘而将舰首指向港外。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亚历山大也并没有试图突破到港内。不过腓尼基的舰队还是通过高超的机动，切断并摧毁了三艘冒险驶出港外的三列战舰，后者的水手则游回了海岸。亚历山大将他的舰队停泊在堤道两侧，在那里躲避海风。安德罗马科斯（Andromachus）带领塞浦路斯舰队面对着西顿港停泊，腓尼基舰队则面对着埃及港停泊，亚历山大的指挥所则设在腓尼基舰队一侧。到了此时，泰尔的陷落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量攻城机械或从塞浦路斯、腓尼基征集而来，或在当地建造而成。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和一些全新的发明几乎全都派上了用场。在这些攻城武器中，一部分被布置在堤道上，其余则被安装在平底船、商船或部分航速较慢的三列战舰上。一些战舰上还建造了攻城塔，其上安装有能够搭靠对方城墙的吊桥。这些浮动的攻城武器船面对着城市停泊，开始施展它们的威力。但泰尔人却还是能灵活熟练地与之对抗，其手段则是在面对堤道和攻城战舰的城墙上修建箭塔。这不仅使对方无法将吊桥搭靠在城墙上，而且也让己方的优秀抛射机械能够发扬火力。它们向接近的船只发射带火的箭矢，还用抛石机投掷火球。泰尔的城墙高达150英尺，相对也十分宽阔。其结构则由凿成正方体的巨石组成，并由水泥填充在石块之间。这种极具技巧和耐心的建造方法具体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考了。除城墙上射出的矢石以外，城墙脚下的海床上也布满了专门防止敌人接近的石块，这就使攻城战舰几乎无法接近城墙。亚历山大现在便开始着手打捞这些石块，这一工作所需的技巧和耐心也绝不容小视。而且不久之后，那些停泊在城墙下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只就遭到了泰尔人一些附满铁甲的三列战舰干扰——泰尔人在这些战舰上，利用长柄镰刀砍断打捞船的锚链，使它们无法停泊。亚历山大也如法炮制，将一部分战舰装上铁甲，布置在打捞船前方，以免它们再被泰尔人割断锚链。但泰尔人却还是能利用蛙人在水下割断锚链（泰尔是海绵的交易中心，因此蛙人数量很多且技艺高超）。亚历山大则通过改用铁质锚链来使蛙人无计可施。在那之后，这些石块终于在大量的人力劳动下，利用带活扣的绳索和吊车拖出水面，之后再运走并抛到深水区。通过这些工作，攻城武器才终于得以接近并攻击一部分早前即被选作攻击点的城墙。

很自然，泰尔人指望自己最富庶的殖民地迦太基能够提供支援。早在亚历山大的堤道形成实际威胁之时，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那里。但最终迦太基并没有给泰尔提供任何支援，这无疑使他们对忘本的迦太基人失望至极。必须提及的是，迦太基自己也在与他国交战。但无论如何，就像他们后来在汉尼拔时代所做的那样，迦太基始终秉承着非常自私的国策。

泰尔的舰队分为两部分，分别停泊在两个港口之内。而马其顿舰队也就部署在港口出海口，阻止泰尔舰队突围，使他们的舰队无法会合发动反击。泰尔舰队的实力并不足以进行任何有效行动，但在饱受骚扰之后，泰尔人还是决定进行一次迅速的出击，准备攻击停泊在堤道北侧的塞浦路斯战舰。

泰尔人假装晾晒风帆而把它们挂在海港出口，借此阻挡了亚历山大的视线，并将精悍的划桨手和最勇敢的士兵布置在13艘战舰上——3艘五列战舰、3艘四列战舰、7艘三列战舰。到正午左右，当亚历山大的水手们都四散在岸上就食，他本人也正在堤道另一侧面对埃及港的指挥所里休息时，泰尔人驶出了港口。一开始他们尽可能压低航行时的噪声，航行到一半距离之后，他们突然发出巨大的吼声，全速冲向塞浦路斯舰队。突然的进攻使泰尔人在一开始占据了优势，将不少塞浦路斯战舰击沉、击伤或赶到了海岸上。不过亚历山大的哨兵也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也有记载说亚历山大恰好当天从营帐里出来的时间比往常更早，从而亲眼看到了这一攻击），他立刻集中了堤道南岸所有能够立刻调集起来的战舰，用其中一部分不满员的舰只去封锁南部港口以免这里的泰尔战舰也趁机突围，他本人则带着全部的五列战舰和5艘三列战舰前往堤道北侧的战场。由于此时堤道距离城墙已经非常接近了，亚历山大不得不围着泰尔城绕了整整一圈，才到达西顿港对面泰尔战舰正在大肆进攻的地方。不过，亚历山大现在的位置也使他能够打击在泰尔战舰的背后。看到亚历山大的迅速行动（这些划桨手的速度之快，甚至能够等同于今日蒸汽船的平均航速了），泰尔人从城墙上向自己的战舰发出了返航信号。但在被战场噪音覆盖并被罕见胜利冲昏头脑的泰尔战舰听到信号开始撤退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开始了攻击。泰尔人立刻四散而逃，但这位国王还是彻底摧毁了数艘战舰、俘获两艘（一艘五列战舰和一艘四列战舰）。通过这样一次行动，亚历山大证明了自己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将领。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堤道已经建造了足够的长度来攻击城墙；战舰已经获得了安全的泊地；海峡已经被清理干净，可以供攻城战舰接近城墙；泰尔人的舰队也已经被他逐回港内无法突围。剩下所要做的，就只有打破城墙对城市发动进攻。但这正是最困难的工作，泰尔人在绝望之下也变得更加危险。

除这些困难之外，亚历山大还发现堤道面对的城墙太过坚固，他所建造的任何攻城武器都无法给这段城墙造成实质性损伤。同时攻城战舰也无法打破西顿港一侧的城墙。这位马其顿国王虽然对此感到失望，但远没有气馁。直到马其顿人尝试攻击了每一处城墙之后，攻城战舰才终于成功重创了面对埃及和外海的一段城墙，并将其打破。泰尔人从不认为这里也会遭到攻击，因而这段城墙并不像其余部分那样坚固。

被围攻的泰尔人数月来始终显示着自己的发明能力和机械技巧，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得以与之抗衡。在此之前，马其顿士兵们已经愈发急不可耐，对于攻克这座非凡要塞的信心也发生动摇。但突破口的开辟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勇气。亚历山大在突破口上架起了一座栈桥，并派出突击部队加以攻击。但泰尔人凭借暴雨般的矢石、火球和其他办法将他们逐退，并在突破口建造了弧形内墙将其堵住。亚历山大只能等待更好的进攻机会。虽然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在此期间曾打算放弃围攻继续远征，但亚历山大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能印证这种理论的行动，而这种理论与亚历山大坚忍不拔的性格也完全不相吻合。

进攻失败三天后，海面十分平静，亚历山大准备进行一次新的进攻。此时已经是7月底了。他将自己的攻城锤集中在城墙的西南部，这里也是最容易攻击的地点。同时他还命令一部分搭载着巨弩、抛石机和投石手、弓箭手的战舰环绕全岛进行射击，以使对方无法确定主攻方向。一部分战舰被部署在海岸附近，准备凭借猛烈的攻击和密集的矢石来威慑对方。另一些战舰则装载着亚历山大最精锐的部队——阿德米塔斯的近卫持盾兵和寇纳斯的方阵步兵旅，亚历山大也准备亲自领导突击。舰队的其余部分全部被派到了两个港口的入口，准备尝试切断入口的拦阻绳攻入港内。除此以外，全军剩下的所有其他部队也都将在这次总攻中提供支援。在几个小时的尝试后，亚历山大终于在城墙上打破了一个更大的缺口。装载着攻城锤的战舰后撤，两艘带着栈桥的战舰向前将栈桥搭靠在海滩上。紧接着，在亚历山大亲自监督之下，近卫持盾兵开始发动突击。泰尔人也以最高的勇气抵挡着他们的进攻。可一旦马其顿人在城墙上站稳了脚跟，其一如既往的勇猛便很快将对方逐退了。持盾兵指挥官阿德米塔斯被长矛刺穿，成了第一个阵亡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则与寇纳斯的方阵步兵紧随在近卫持盾兵之后，攻克了数座箭塔以及连接着它们的城墙，一路沿着城墙向泰尔的卫城前进。这样一来就要比他们先从城墙下到地面，再从地面进攻卫城容易得多，因此卫城很快即被攻克了。

与此同时，负责进攻两座港口的舰队（腓尼基人负责攻击埃及港，塞浦路斯人负责进攻西顿港）全部成功突破到了港口内。他们摧毁了泰尔战舰，并占领城市外围的北部和南部，不久后便架设云梯攻入城内。在两面夹攻之下，泰尔人放弃了城墙，在阿革诺耳（Agenor）神庙附近重新集结。在阿德米塔斯阵亡后直接指挥近卫持盾兵的亚历山大从卫城中冲出来，不久后便击溃了所有抵抗。在寇纳斯以及舰队四面八方的攻击之下，城内的战斗很快就演变成了屠杀。泰尔人早前曾在城墙上拷打、屠杀马其顿俘虏，把尸体扔进大海使他们无法下葬，甚至连亚历山大的使节也被他们从城墙上抛进海里，这些残酷行径以及他们的顽强抵抗都激怒了马其顿人。按照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的说法，总共有8000名泰尔人被杀，2000人被钉死或吊死在海岸的十字架上。在其余居民中，亚历山大赦免了所有在赫拉克勒斯神庙中避难的人（其中包括泰尔国王和不少高级官员），然后将其余所有30000余名居民和佣兵卖为奴隶。女人、儿童以及老人大部分早已被送到了忘恩负义的殖民地迦太基。在最后的总攻中，只有20名持盾兵阵亡，在整个围攻过程中也只有400名马其顿士兵丧命。除此以外，无疑还有3000到4000名马其顿士兵受伤。据说有一部分居民在腓尼基舰队的默许下逃离了城市，战事平静后又回到泰尔。寇蒂斯记载有15000人因此得救。

泰尔的结局虽然残酷，但不过是古代围攻的惯例而已。也许这种残酷看起来是不可原谅的，但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围攻也同样以相似的残暴结局收场。面对乌合之众，古代军队需要这种屠杀来保持士气。哪怕是伟大如亚历山大这样的国王，即使他想要阻止屠杀，也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个年代，如果剥夺了士兵们的这些“权利”，统帅在军队中的威望便会严重受损。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亚历山大在某些时候也像手下那些方阵步兵一样渴望复仇。

现在亚历山大终于得偿所愿地用军事礼节向赫拉克勒斯献祭，整个军队排成阅兵队形从神庙门前通过，攻破城墙的那架攻城锤则被当作谢礼献给了赫拉克勒斯。亚历山大的舰队也排成战斗队形接受检阅。被俘获的赫拉克勒斯圣舰，被刻上献词之后重新献给神庙。此外，亚历山大还在神庙地界上举办了运动会以示庆祝。

就这样，在一场长达7个月的围攻之后，泰尔陷落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英勇抵抗和悲壮的命运，给世界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伊苏斯会战。泰尔城数百年来的荣誉，最终屈服于亚历山大百折不挠的勇气、能力以及军事才华之下。

亚历山大仍然把这里当作海军基地使用，但泰尔城本身却被完全摧毁了。不过按照斯特拉堡（Strabo）的说法，这里后来又重新成为繁华的城市。建造起来的堤道甚至彻底改变了海峡的潮汐，使原先的海港被淤泥填满，新城所在的海岛也因此变成了半岛，这无疑成了大自然为这位最伟大统帅的武功所修建的纪念碑。

围攻泰尔期间，亚历山大还曾收到第二封来自大流士的信件，后者提出以1000台仑黄金的代价，换回自己的母亲、妻子以及孩子，并愿意将女儿斯塔蒂拉嫁给亚历山大，甚至同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土地。亚历山大将这封信读给伙伴骑兵，帕尔梅尼奥便建议亚历山大接受这些条件。据说两人为此曾有下述的对话：“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会接受它们。”“如果我是帕尔梅尼奥，我也会接受，但我是亚历山大，所以我不会接受。”之后亚历山大便回信给大流士说，整个波斯都是属于他的，如果他想要和大流士的女儿结婚，那么他根本不需要大流士的同意，至于黄金，他也根本不需要。遭到拒绝后，大流士才也开始为接下来的对抗进行充分准备。

按照约瑟夫斯的说法，亚历山大之后便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也有人认为是在占领加沙之后），因为后者决定恪守对大流士的忠诚，拒绝为亚历山大提供补给。但当他抵达城下时，却发现大祭司们已经带领着公民等在那里迎接他了。对这些人亚历山大给予了最高的尊敬。他不仅对这座城市秋毫无犯，甚至还给予它每七年免除一年赋税的优待。无论约瑟夫斯记载的细节是否完全正确，亚历山大都不可能在后方留下一座像耶路撒冷这样的重镇不去加以征服。因此这些记录无疑在大体上是正确的。此后撒玛利亚（Samaria）的总督桑巴拉特（Sanballat）转投亚历山大，阿克（Acco）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告臣服。



第二十五章　从加沙到埃及（公元前332年9月至公元前331年春）

到9月初，除加沙以外的整个叙利亚都已臣服于亚历山大。而加沙恰好是亚历山大必须征服之处。这座城市位于一片比平原地势更高的沙漠边缘，建在一块60英尺高的人造山丘上。这也是亚历山大到此时为止在南叙利亚遭遇的最坚固要塞，其地位控制着从大马士革通向埃及的道路，以及从红海（The Red Sea）通往泰尔的道路。自从叙利亚经常爆发动乱的民众被波斯控制以来，加沙便成为一座要塞。大流士将这座要塞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仆人——宦官巴提斯（Batis），后者也征发了大批给养集中于此。一心忠于大流士的巴提斯认为，凭借波斯驻军和一些阿拉伯部队，他完全可以守住这座要塞，在大流士重新征召起一支新军之前确保埃及的臣属地位。之后再由大流士挥动大军将那位傲慢的冒险家从亚洲圣土上赶走。巴提斯认为亚历山大攻克泰尔所倚靠的是他的舰队，但战舰是无法靠近加沙的，因为它距离海岸有两英里距离（斯特拉堡说是7斯塔德），而海岸的沼泽也使这里完全不适于登陆。这都使舰队在加沙完全派不上用场，巴提斯对加沙的设防情况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达加沙之后，亚历山大在城墙南部看起来最薄弱的部分宿营，并下令为攻城建造合适的攻城武器。由于马其顿人只能在平地上建造攻城武器，而城墙却建造高地上，因此工程师们认为他们不可能造出能够接近并攻击城墙的武器，但亚历山大并不同意这点。毕竟在连泰尔都已经被他攻克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城市能够抵挡他呢？亚历山大随即开始在城墙南部最薄弱的位置建造土丘，其规模也非常巨大。在惊人的短时间之内，土丘（可能只有一部分）的高度便达到了可供攻城武器攻击城墙的高度。而且亚历山大建造的土丘数量也可能并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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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加沙示意图



在攻城开始之前，亚历山大按照习俗向众神献祭。此时一只猛禽从亚历山大头顶飞过，将一块石头扔到了他的头上，之后猛禽又落到了一架攻城机器上，并被上面的绳子缠住。祭司阿里斯坦德（Aristander）看到这些征兆，对亚历山大预言说他确实可以攻克加沙，但却必须注意自身安全。因此亚历山大一反常态，没有站在城墙附近，而是站在了攻城武器背后，而且也安排了比往常更多的掩体。不过有一天，城内守军出城反击，几乎就要将花费大量工作才建成的攻城器械点燃，而地势较低的马其顿人即将被逐出攻城塔和攻城武器周围。看到这一迫在眉睫的失败危险，亚历山大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抓起武器便率领着持盾兵迅速上前救援。马其顿人在败退一段距离后击退了对方的突击，但亚历山大却被一架巨弩所发射出来的箭矢命中。箭头射穿了盾牌和胸甲，射进了肩膀。亚历山大伤势非常严重，险些丧命。而按照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在这次围攻中两处受伤。

在从泰尔运来的攻城武器抵达了加沙附近的小港马久马斯（Majormas）时，马其顿人也将土丘延伸到了整个城市四周。不过史料中所指的“四周”可能也只是在不同方向上又建起了几个土丘。土丘的一部分（阿里安说是整个土丘）宽达120英尺，高度更是达到了250英尺，几乎与城墙相当。由于平原上的沙土无法用来建造土丘，所有工程材料都要从远处运来。也许上述这些数字并不足信，但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尼尼微、巴比伦的过往战例中也能看到，强制动员整个地区人口所能建起的工程是何等巨大。事实上，由于土丘的作用只是供攻城塔和攻城锤接近城墙，因此只需在最适合的位置建造一至两座即可，其余部分的城墙只需要较小的围攻线即可封锁。倘若真要建造巨大土丘环绕全城，将浪费大量不必要的人力。这样一来，无论史料中“四周”二字有着何种意义，我们也只能得出亚历山大是在城市周围又多造了几座土丘，而非用土丘环绕全城的结论。如果这些土丘只面对着一小部分城墙，上述数字便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了。

马其顿人的攻城武器可以很方便地在土丘上工作，很大一部分城墙即被攻城锤打破，另外还有更多地段也被打开了突破口。可尽管亚历山大已经压制了城墙，将守军从胸墙和掩体背后驱离，但守军却还是十分顽强。即使马其顿人像往常一样英勇，守军也还是能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三次击退其进攻。亚历山大在第四次进攻之前先把城墙上的缺口扩张开来，并吸取先前进攻因缺乏工具导致成效不大的经验，将所有云梯和一切可用工具全都派上了用场。另外他还派出了更多部队，从各方向同时进攻。马其顿士兵之间爆发了普遍的竞争，都想要第一个登上城墙。最终，伙伴骑兵涅俄普托勒摩斯超过他人第一个登上城墙。其他人也紧随其后压倒守军夺取了城墙，事先安排的精锐部队则开始向各城门前进。城门不久之后即被打开，马其顿人随即进入城内，全城都爆发了血腥的屠杀竞赛。英勇的加沙男性全部阵亡，死后也被敬重他们的马其顿人摆成了手中持剑而亡的姿势，妇孺则全被卖为奴隶，总计有10000人在加沙战死。据说亚历山大非常野蛮地报复当地指挥官巴提斯，将其尸体拖在战车后环绕全城示威，就如同其祖先阿喀琉斯对赫克托耳所做的那样。虽然这种报复行为很符合亚历山大的年纪，但这对他而言却非同寻常，很可能并非事实。
(1)

 整个围攻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加沙是主要的香料市场，亚历山大在这里也缴获了大量香料。据说他单是给自己曾经的导师列奥尼达斯，就送去了500台仑重的乳香和100台仑重的没药树，以示对导师过去教训的纪念。当亚历山大还是一位孩童时，有一次在献祭时曾将一大捧香一股脑投入火中。列奥尼达斯当时对他说，除非他征服了香料产地，否则就必须节约。现在亚历山大给列奥尼达斯送去了大量香料作为礼物，让他不必再在神祇面前显得吝啬了。

通过对当时货币的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史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铸币便是极好例证。在亚历山大恢复托罗斯山以西地区的自由之后，这些城市所获得的地位与希腊城邦相当，而托罗斯山东南那些波斯土地则成了亚历山大自己的领地。因此，后者在货币上都铸有亚历山大的头像，而小亚细亚城邦的钱币却并非如此。在给叙利亚和腓尼基相继留下有效的政府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尼罗河前进。

12月初，也就是伊苏斯会战整整一年之后，亚历山大开始了对埃及的远征，并在7天后抵达了佩卢西乌姆（Pelusium），先前他曾命令赫菲斯提翁率领舰队在这里与他会合。埃及最近才刚刚被波斯重新征服，对波斯主人根本没有任何效忠之意，更不打算以武力来抵抗马其顿人。埃及人都要算是和平主义者，对征服者的更替也毫不关心。当地的波斯总督马查塞斯（Mazaces）原本可以动员叛徒阿明塔斯从伊苏斯战场上带来的希腊佣兵守卫埃及，这些佣兵也希望总督进行抵抗。但恰恰相反，马查塞斯反而攻击并驱散了这支部队，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杀死了。这样一来，这位总督便失去了抵抗的手段，再加上他在埃及不得人心，亚历山大很快便被所有埃及城市接纳进城，而且还得到了大约800台仑黄金。在给佩卢西乌姆留下一支驻军之后，亚历山大命令舰队沿尼罗河东部支流前往孟菲斯，他自己则率领陆军沿河流东岸穿过沙漠向赫利奥波利斯前进，沿途一切城镇望风归降。在那之后，亚历山大也进向孟菲斯，在那里跨过尼罗河并向圣牛阿庇斯（Apis）献祭，同时还举办了希腊式的宴会和体育比赛。亚历山大对于处理征服之处的宗教问题一向十分小心地给予尊敬，而绝不乱加侮辱亵渎。在埃及，他又通过把埃及和马其顿的宗教传统融合在一起，同时博得了新老臣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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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埃及的行动示意图



在那之后，亚历山大率领军队沿尼罗河向海岸进发，其中近卫骑兵、持盾兵、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乘船顺着尼罗河西部支流航行，并在卡诺帕斯（Canopus）掉头向西。他本人在沿着马雷奥蒂斯湖（Lake Mareotis）岸航行时发现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市，很可能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口岸。他亲自为这座亚历山大城选定了地点，并建立了其著名的市场。最初亚历山大想把城市建立在法罗斯岛（Pharos），但因为这座岛屿面积太小，最后还是决定在大陆上建城。亚历山大城的海港后来成为世界最好的海港之一，
(2)

 亚历山大的远见也总是能够应验，这从他在赫勒斯滂地区建立的第一座亚历山大城
(3)

 开始便是如此。在确定城墙范围时，由于手上没有任何可供参考之物，亚历山大只好将分发给士兵的大麦洒在土地上作为标记。这些大麦吸引了大批鸟类到来，阿里斯坦德和其他祭司便据此预言此地将会繁荣昌盛。

爱琴海的舰队指挥官赫格罗卡斯现在也来到了埃及，并向亚历山大汇报说由于波斯人的暴虐统治，特内多斯岛已经发生了叛乱并倒向了马其顿一方，开俄斯岛也已经步其后尘。另外，马其顿舰队还攻克了米提林尼，使莱斯博斯岛上的其余城市自动投降，赫格罗卡斯的副将安福特鲁斯（Amphoterus）也占领了科斯岛。赫格罗卡斯还将上述各地反对亚历山大的大批首领也抓了过来。国王把这些囚犯送回了各自城市，让公民去自行审判他们。这些城市现在已经在他本人麾下，对于孰是孰非也能看得更清。凭借着这些胜利，再加上他已经关闭了所有波斯人常用的海港，波斯的海上力量彻底陷入瘫痪，亚历山大则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海岸线。

亚历山大现在希望去拜访利比亚沙漠中的阿蒙神庙，其祖先佩尔修斯（Perseus）和赫拉克勒斯据说都曾在那里求得神谕。亚历山大不仅希望追随这些英雄的脚步，也想要获知自己的由来以及未来，或至少像阿里安所说“能够装出来已经获悉一切的样子”。普鲁塔克和阿里安都认为亚历山大之所以声称自己是宙斯后裔，完全是为了对自己所征服的民众产生更大影响力。按照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之所以如此，“要么是他真的相信宙斯是自己的生父，要么就是想让别人这么想，而不止认为他只是一位伟大的凡人”。虽然这位国王确有不少可以指责之处，但“愚蠢”绝非其中之一。他的智慧要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其他最聪明的人，对于假装深信自己出身神祇并以此来博取政治效果这种计策而言自然是绰绰有余。除非亚历山大是想要获得虚荣的满足感，否则他便绝不会真的相信这些故事。

在相当数量的步、骑兵伴随之下，亚历山大循着海岸线抵达了距离亚历山大城将近200英里的帕拉托尼乌姆（Paraetonium），之后又从那里向南走了差不多同样距离才抵达神庙所在地。阿里斯托布拉斯说，当亚历山大到来时，这片旱地罕见地下起了雨，以表示众神对亚历山大的青睐。寇蒂斯也说有两群渡鸦（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则在回忆录中说是两条会说话的蛇）全程引导着部队的行军。无论事实经过到底如何，亚历山大这一次旅程想必十分顺利。

神庙所在的绿洲长5英里、宽3英里，不少居民在此耕作，该地本身也生长着大量橄榄树和棕榈树。这里的雨水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与周边沙海形成了鲜明对比。贾斯汀说亚历山大提前便已经告知祭司们要如何回答自己的问题，而且还特别下令他们要尊自己为宙斯之子。寇蒂斯则评论说：“无论何人想要质疑这则神谕的圣洁和可信度，都可以轻易得出神谕完全出自伪造的结论。”虽然史料并没有记载亚历山大的问题以及神谕的内容，但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获得了完全满意的答案。按照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说法，亚历山大首先沿着原路返回亚历山大城，之后才前往孟菲斯，托勒密则说亚历山大直接去了孟菲斯。事实上亚历山大可能是让一部分士兵原路返回，而他自己则带着部队中相对更加坚强的部分直接穿过沙漠前往孟菲斯。如果不是听说大流士已经招募了一支新军，亚历山大可能就会一直沿着海岸前往迦太基，但这一重大消息迫使他向相反的方向进军。迦太基此时正处于孤立之中，对亚历山大完全不构成威胁，因此他便将迦太基留待未来再行征服。

大量希腊使节来到孟菲斯觐见亚历山大，他们每人都带着自己城邦的要求，擅长政治的亚历山大使所有这些使节在离去时都能心满意足。另外他还在这里接收了安提帕特派来的一支小规模援军，其中包括米尼达斯（Menidas）指挥的400名希腊佣兵、阿斯科莱皮奥多拉斯（Asclepiodorus）率领的500名色雷斯骑兵以及几千名方阵步兵。

为了给埃及建立起一套未来的行政机构，亚历山大像对待所有被他征服的地区一样，恢复了当地古来已有且为人民所热爱的传统。同时他也非常清楚要如何让这些经受长期集权统治的人民接受其民政和军事统治。为此，亚历山大将行政和军事机构完全分开。前者的权力仅限于征税并执行古来已有的完善法律、习俗，亚历山大也明智地没有对这些习俗进行更改。军事指挥官手中则没有任何财政权力，避免了军队、财政合二为一的风险。除国家领导人变更以外，
(4)

 亚历山大没有对原有政府机构进行任何改变，但又对其加以严密监控，这样一来，当地人民便不再有机会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所有城镇卫城都会由值得信赖的马其顿人驻守。除此以外，城外还会有一位将领受命在当地征召新兵并按照马其顿的操典来训练他们，其手中也还有足以控制住这些本地兵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在各地普遍被尊为国王，因为人民知道在权力更替之后，这位新王的税收不会像波斯大王那样沉重，从而减轻他们的财政压力。

具体到埃及而言，亚历山大指派了一位埃及人多罗阿斯匹斯（Doloaspis）担任埃及总督，同时又将军事权力交给了两位马其顿人。其中彭塔里昂（Pantaleon）负责指挥孟菲斯驻军，珀勒墨（Polemo）负责指挥佩卢西乌姆驻军，二人均是伙伴骑兵出身。另外亚历山大还在埃及留下了一部分希腊辅助部队，并将他们交给利西达斯（Lycidas）指挥，朴塞斯塔斯和巴拉克鲁斯则被任命为全埃及军队的指挥官。亚历山大在埃及留下的部队，包括上述驻防军和辅助部队在内，总计为4000人，其中彭塔里昂手中还拥有30艘三列战舰。利比亚的指挥权被交给了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已被征服的一部分阿拉伯则被交给了克里昂米尼（Cleomenes）。卡拉纳斯接替巴拉克鲁斯指挥军队中剩下的希腊辅助部队，欧布里昂接替死去的安提约古斯负责指挥弓箭手，列昂纳托则成为侍从副官之一。按照阿里安的说法，亚历山大不放心将一个如此巨大、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度交给任何一个人，所以才在这片远离未来战场的土地上安排了数位长官。由于撰写者不同，各种史料对总督、民事长官、军事指挥官的记载时有出入，但这些细节对本书而言并不重要。



————————————————————


(1)
 英国史学家塔恩对这一记载也并不认同，因为亚历山大师出亚里士多德门下，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本亚里士多德批注的《荷马史诗》，而亚里士多德对阿喀琉斯残忍对待赫克托耳尸体的行为曾大加批评。


(2)
 直到二战时期，英国人还将亚历山大港作为地中海舰队母港，在其中驻扎了大量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很少有古代海港城市的港口能够使用这么长时间。


(3)
 此处指的应该是东征过程中建立的第一座亚历山大城，因为早在亚历山大作为父王腓力的摄政期间，便已经在征讨北方蛮族时建立过一座亚历山大城了。


(4)
 亚历山大在征服埃及之后被埃及人尊为法老，成了埃及的合法统治者。亚历山大死后，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继承了法老王位。



第二十六章　挺进巴比伦（公元前331年春至9月）

春季到来之后，亚历山大在尼罗河上架桥渡河回到了泰尔，他的舰队此时已经驻扎在了那里。途经撒马利亚时，亚历山大惩罚了当地人刺杀其副官安德罗马科斯（其位置被一位与门侬同名的军官接替）的行径。在泰尔，亚历山大于赫拉克勒斯神庙前再度举行了盛大华丽的祭祀庆典。雅典也再一次派来使节要求亚历山大释放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抓获的雅典佣兵。按照寇蒂斯的说法，为安抚雅典人，亚历山大这一次宽大地同意了这个要求。这一行动立刻发生了作用，据说就连德摩斯梯尼都写信恳请亚历山大原谅他恶毒的反对行为。另外，亚历山大还派了一支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前去压制斯巴达坚韧不拔的伟大人民，阻止他们在反抗马其顿方面发挥影响力。

为了让可靠人物掌管税收，腓尼基被交给了柯拉纳斯（Coeranus），内托罗斯地区（Cis-Taurus）被交给了菲洛塞奴（Philoxenus），而刚从叛逃中归来的哈帕拉斯由于无法负担战地指挥勤务，被亚历山大指派主管军中的金库。这位哈帕拉斯曾经是亚历山大的亲信之一，在亚历山大因招惹父王而被流放时也追随在其左右。亚历山大从未忘记过哈帕拉斯的友谊。可在伊苏斯会战之前，这位哈帕拉斯却因为犯下了一些小错，害怕责罚而逃跑了。现在亚历山大将他召唤回来掌管资金。亚历山大很有识人之明，只不过有时会过分相信自己的朋友。一日为友，终身为友，只有造反那种恶劣行径才能使亚历山大斩断友谊。后来成为舰队司令的尼阿卡斯受命担任远至托罗斯山脉一线的吕西亚地区总督；阿斯科莱皮奥多拉斯被任命为全叙利亚总督，其副手梅侬则因为失职而被解职；米南德（Menander）负责掌管吕底亚，克利尔库斯接替了他在希腊辅助部队中的职务；埃瑞吉亚斯成为希腊同盟骑兵指挥官；拉俄墨冬由于熟悉波斯语言，被任命为宪兵司令。

在完成这些指挥岗位的调整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塔普萨卡斯前进，在此过程中他肯定也从小亚细亚征调了一部分驻防军来补充野战军。在穿过欧戎提斯谷地到达安提俄克（Antioch）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东行军，用11天时间从腓尼基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平均每天行军将近20英里。作为对比，先前万人大撤退之前，10000名希腊佣兵从迈利昂得鲁斯行军至塔普萨卡斯也花费了12天。塔普萨卡斯经常被当作跨越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居鲁士当年正是从此渡河。被亚历山大配属到前卫部队的工程师们也准备在这里用船只建造两座浮桥。但由于大流士派出马扎亚斯（Mazaeus）带着5000名骑兵和2000名希腊佣兵镇守对岸，工程师们没能完成浮桥。不过当亚历山大抵达之后，由于大流士已经做好了与亚历山大再次决战的准备并且急于求战，马扎亚斯便不再阻挡对方，带着这支作为大流士新军的最前哨拔营撤退了，浮桥也终于得以建成。从波斯人的行动来看，似乎他们想要将亚历山大诱入帝国心脏地带，这样一来，如果亚历山大被击败，他便会全军覆没。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扎亚斯所得到的命令应该仅限于侦察并汇报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大流士似乎并不希望拖延会战时间
(1)

 。除两座浮桥以外，马其顿工程师们还修复了另一座马扎亚斯拆毁的桥梁。

在渡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之前，亚历山大在当地花费了数星期为新城市尼塞弗尼乌姆（Nicephonium）奠基。亚历山大不断建立城市的目的十分明确：第一，为伤患或不再适于作战的人员提供避难所；第二，作为一系列军事哨所保护交通线；最后，这些城市还可以在当地传播希腊的文化和风俗。在建立这些城市时，工程师们首先会在选定的地点上划定其大致边界，再确定卫城的位置，并挖掘壕沟、建造城墙来对城市加以保护，逐渐增强其防御能力。完成这些工作之后，马其顿人便会邀请周边居民入城定居，赋予他们一定优待，并提供驻军保护。亚洲大量的人口也很快就能够将这些地区发展成富饶之地，亚历山大所挑选的筑城地点也总是非常优秀，直至今日也还是价值千金。更重要的是，能够用间距不大的设防城镇覆盖整个作战线还具有很重要的军事价值，因为在这些道路上经常有信使、援兵、军用辎重等物资来回运输。后面我们也将看到这些要塞是何等有效。

建立起尼塞弗尼乌姆城之后，亚历山大便在当地渡河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照阿里安的说法，在行军时亚历山大将“幼发拉底河和亚美尼亚置于自己左侧”，也就是说他是在向北朝阿尔米达（Armida）前进。由于这条道路地形更为平整，给养和饲料也比较充足，因此经常作为行军路线。万人大撤退中希腊佣兵们所走的那条沿幼发拉底河直接通向巴比伦的道路则已经被波斯人蹂躏殆尽以阻止亚历山大直接向这座都城前进。更重要的是，幼发拉底河平原要比底格里斯河高地更为炎热。按照色诺芬的说法，幼发拉底河上那条沙漠道路十分缺乏给养，对军队通行而言条件极差。另外，大流士可能还专门命令手下部队蹂躏了底格里斯河高原以外的一切道路，以便将亚历山大引入他所希望的决战场。毫无疑问，这位波斯大王非常急于求战，肯定会乐于看到马其顿人向自己的方向前进。对于战斗的胜负，此时他要算是信心十足。

亚历山大原本打算向尼尼微附近、今天被称为旧摩苏尔（Eski Mosul）的地方前进，但他从俘获的波斯侦察兵口中得知，大流士正带领着一支大军停留在底格里斯河上。虽然与波斯军队决战正是亚历山大的主要目标，但他更希望在开阔地上进行一场会战，而且他也认为在波斯大军虎口下渡过如此大河并不明智。为躲避敌军干扰，亚历山大决定向更加靠近上游的地点前进，以便在抵达底格里斯河时可以不受对方阻拦。不过由于河水湍急且渡口深达士兵胸部，亚历山大在渡河时仍然遭遇了不少困难。要知道，在波斯语中，这条河被称为“箭”，其流速在今日为每小时6英里左右。必须提及的是，按照通常观点，骑兵的涉渡深度不应超过4英尺，步兵则不应超过3英尺。为减缓水流，亚历山大在上游方向用马匹排成了一条屏障来减缓水流，下游也布置了一队骑兵拦阻那些被河水冲走的士兵。为鼓励步兵们过河，亚历山大身先士卒，将武器举在头顶涉渡而过。有些士兵互相拉着过河，最终没有一个人在河水中丧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在大军渡河的历史上要算是最有趣的例子之一了。

在渡河之后的休整过程中，当地发生了一次月全食（9月20日），这在希腊通常是被看作凶兆。不过祭司阿里斯坦德却告诉士兵们说这是吉兆，因为并非希腊的保护神太阳神阿波罗，而是波斯人崇拜的月亮女神阿施塔特的光芒被掩盖了。这些话有可能是善于对付迷信者的亚历山大教给阿里斯坦德说的。这位国王的智慧也总能压倒他自己的迷信心理。无疑，月食的出现对亚历山大本人也会带来巨大影响，不过在他的头脑中，征服的愿望永远都能占据上风，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会始终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军队。在亚历山大的诸多品格之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总能用智慧压倒迷信心理这一点。

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马其顿人开始沿河流东岸前进，戈尔迪亚纳山脉（Gordyaean Mountain，即色诺芬所说的卡都西亚山脉）位于军队左翼。四天之后，他们与大流士的1000名骑兵前哨遭遇。在此之前，大流士已经蹂躏了此处的土地，因此马其顿人在这里很难获得给养。

虽然亚历山大到此时为止已经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土地，但大流士所丢失者却不过是其庞大帝国的一小部分而已。与从幼发拉底河到印度河、查可萨提河之间广阔土地所能提供的资源相比，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根本不算什么。这些土地上的人民也一样勇敢，而且忠于大流士。但在过去两年中，这位波斯大王除了从整个帝国人口中征召另一支大军以外就别无其他作为。既没有尝试阻止亚历山大占领边疆各省，干扰马其顿人的围攻战，阻断其必经之路上的山口，也没有支援自己在爱琴海上的舰队，后者本是所有这些行动中最容易实现也最迫切的。更有甚者，大流士不仅将亚历山大放过了所有山口，甚至没有对其渡过两条宽阔、湍急河流的行动施以任何阻挠。另外，他也能够很轻易地将土地化为赤地，使亚历山大无法继续深入。但最终由于大流士军事战略的无能（或是根本没有战略），导致马其顿人能够一路享用着丰厚的补给，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在军队物质条件和士气都十分优秀的情况下进抵亚述。他无视了无数次摧毁马其顿军队的机会，却将全部希望孤注一掷，只要他输掉了这场会战，便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帝国。

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要点，波斯战略家们都肯定做过彻底的讨论，虽然他们互相可能会意见相左，但这些人物本身也必定是一些聪慧能干之人。可话虽如此，所有这些人都对己方在开阔地的数量优势（尤其是骑兵方面）抱有十足信心，坚信能够将亚历山大小小的军队摧毁。因此，他们认为最佳策略便是允许亚历山大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再在这样一个他无法安全退却的遥远之地给其致命一击。按照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亚历山大越是远离家乡就越是危险，所以才让他安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最重要的是，如果亚历山大在底格里斯河附近被击败，他就会被赶入亚美尼亚山地或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军队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追击并将他彻底摧毁；而即使大流士再次失利，他退往巴比伦的道路也畅通无阻。

亚历山大此时已经在王位上坐了五年，他已经成为希腊的主人，在多瑙河上针对野蛮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役，惩罚了伊利里亚人，并用底比斯的毁灭教训了希腊人不要惹他发怒。在那之后，他又征服了小亚细亚，翻过崇山峻岭，跨过大河，在一场激烈的大会战中击败大流士，彻底摧毁了波斯大王的军队。另外，他还进行了古代世界中最伟大的围攻战，征服了叙利亚、腓尼基、埃及以及超过100座设防城镇，建造了数座城市，将波斯舰队驱逐出爱琴海，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海岸，深入波斯帝国心脏，将两条大河天险置于身后。尽管因为进行围攻战和在各地建立政府而耽误了一些时日，但亚历山大此时还是已经行军超过6000英里，而且在此过程中肯定还要带着与现代军队一样庞大的辎重纵列。不过他真正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争夺亚洲统治权的最终决斗也即将到来。

大流士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决断力。这位国王在和平时期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但在战争中却是自己的大敌，而且似乎自家人在伊苏斯会战被俘后就已经精神瘫痪。亚历山大将大流士的家属作为人质，即足以保证大流士在某种程度上行动受限。虽然亚历山大是一位极为高尚的人，但他还是决定将这些家属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程度，既是对大流士，也是对他自己的军队。如果他遭遇了严重失利，这些人质就能发挥出无可限量的作用。另外，亚历山大之所以将大流士的家属留在军营中而不是送到后方城市，原因也不止如此。对这些家属而言，他们的人身安全只有在马其顿士兵的簇拥下才能得到最佳保障。她们心中也很清楚，现在会战即将爆发。如果大流士因失败被迫再次潜逃，她们又能如何保全自己？对亚历山大而言，将这些人质留在自己身边并给予她们最显赫的待遇，足以使自己在波斯国王长久的朋友和臣民之间显得更加光彩夺目、地位也更加重要，使他在控制这些人民时力量增加百倍。在阿贝拉会战之间的某一时刻，大流士的妻子斯塔蒂拉王后因病去世。一些历史学家称其死因为难产，但如果真是这一原因导致悲剧，时间又显得太晚，因此其真正死因可能是跋涉的劳累或是被俘的羞耻以及对家乡的思念。据说亚历山大也尽一切可能体面地将这位王后下葬，表现出赢得人民好感的天生能力。这些可能都是事实。如果此事并非如此，亚历山大的政敌肯定会对他大加批判。

大流士此时已经建立起一支比之前伊苏斯会战时规模更庞大的部队。他为这些士兵们装备了刀剑和更长的长矛，准备以此来应对马其顿的萨里沙长矛。但同时他可能并没能对操练方法和部队纪律水平加以改进来适应武器变化。虽然据说大流士也曾非常努力地训练这些士兵适应新的战术，但他并不具备必需的时间和经验。他之所以轻率地放弃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渡口的防御，可能也是因为他希望与亚历山大达成和平协议以换回家人。似乎正是因为对进一步谈判的期望，导致大流士并没有在更适于发挥数量优势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与对方交战，而是从巴比伦出发后向东离开了这个省份，自己也跨过了底格里斯河。
(2)

 渡河之后，大流士便停留在阿贝拉（Arbela），在这里建立了补给站、行宫和金库，之后才跨过吕科斯河（Lycus）向博姆达斯河（Bumodus）附近的高加梅拉（Gaugamela）前进，此地位于阿贝拉以西70英里。

大流士此时又一次提出割让一半帝国并许配女儿以及30000台仑黄金给亚历山大的求和条件，以求亚历山大交还家人。据说大流士因亚历山大对其妻子、母亲、孩子的尊敬待遇以及在他妻子病死后的厚葬（这对一位征服者而言并不常见）深受感动。在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大流士向诸神祷告，如果他自己无法久坐波斯王位，就请将王冠戴到那位既是仇敌又是恩人的马其顿国王头上。按照惯例，亚历山大将大流士的提议交给战争议会讨论，但由他本人最终判定大流士只是在尝试腐化自己的朋友，因而将使者们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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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高加梅拉示意图



在侦察兵向亚历山大报告面前有一支波斯军队时，他立刻将部队列成战斗序列继续前进。不过之后的侦察报告却证实这支敌军不过是一支仅有1000名骑兵的小部队。亚历山大便亲率着一个近卫骑兵中队以及配奥尼亚轻骑兵组成前卫，其余部队则分为两个纵队，骑兵位于纵队两翼，辎重位于后方，所有人都对将要发生何事好奇不已。波斯前哨试图拔营撤退，但还是有一少部分被杀，另有一些人被俘。从这些俘虏口中亚历山大获悉了大流士军队的构成，得知这支军队是从所有听命于波斯的民族中征召而来。不同学者对波斯军队的数量记载不同，从20万步兵、45000骑兵到100万步兵、10万骑兵不等。另外大流士军中还有200辆轮毂上装着镰刀、车梁上装着长矛的战车，以及15头从印度运来的大象，这也是它们第一次被用来与欧洲人作战。波斯军队的指挥序列如下：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Bessus）指挥巴克特里亚人、印度人以及索格迪亚纳人；马瓦塞斯指挥赛西亚（Sacia）人，这些人几乎全都是骑射手；阿拉霍西亚总督巴散提斯（Barsaentes）指挥阿拉霍西亚人和印度山地民族；阿里亚（Aria）总督萨提巴赞斯（Satibarzanes）指挥着数量庞大的阿里亚人；福拉塔弗尼斯（Phrataphernes）指挥帕提亚人、赫卡尼亚人、塔普里亚人（Tarpurian），他们都是骑兵；阿特罗帕提斯（Atropates）指挥米底人、卡都西亚人（Cadusian）、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以及沙赛西尼亚人（Sacessinian）；欧戎托巴提斯、阿利奥巴赞斯（Ariobarzanes）、欧塔尼斯（Otanes）指挥从红海附近征召的各部队；欧克塞斯里斯指挥乌克西亚人（Uxian）和苏西亚尼亚人（Susianian）；保帕雷斯（Boupares）指挥巴比伦人、卡里人和西塔西尼亚人（Sitacenian）；欧戎提斯、米特劳斯提斯（Mithraustes）指挥亚美尼亚人；阿里阿塞斯（Ariaces）指挥卡帕多西亚人；马扎亚斯则指挥着叙利亚山地人（Coele-Syrian）和美索不达米亚人。

其中一些部队在战斗序列中所占据的位置并没有被史学家们记载，关于各部队指挥官、民族以及数量的记载也有很大差异。与前文一样，只要没有出现明显错误，我们就会以阿里安的记录作为指导。至于史料中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假定当波斯军队列成战斗序列之后，部分指挥官的指挥范围便不再局限于自己平时指挥的部队。

大流士在高加梅拉附近大平原上选择的战场对他非常有利。波斯军队已经仔细地铲平了整个平原，清除了所有障碍物，砍掉了所有灌木，以便战车和骑兵能够自由活动。
(3)



亚历山大给予手下士兵四天的休息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士兵们会以超乎寻常的仔细磨利武器、修整盔甲。马其顿的营地距离波斯大军7英里，由一道壕沟和栅栏加以设防，而全军也都受命以最高警惕守卫营地。在后来会战时，亚历山大将会把大量辎重以及医院留在这里，以便部队能够仅携带武器盔甲轻装上阵。从各种情报之中，亚历山大也断定大流士这一次已经决心只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作战，而不会因不耐烦而被引入不适于大军行动的战场。

经过四天休整准备，亚历山大在当夜（9月29日至9月30日）大约第二班岗时启程，在夜幕掩护下向敌军前进，希望能够在黎明时抵达波斯阵线并发动攻击。
(4)

 不过他在前进时却发生了延误。今日阿贝拉平原上有着一些古代城镇遗迹形成的大量锥形土丘，在亚历山大的时代，这些城镇可能依然存在。由于两支军队之间有一道丘陵地带相隔，当亚历山大从晨雾中走出之后，便发现了4英里外黑压压布满了整个平原的波斯大军。大流士此时已经以“纵深巨大的正方阵型”将骑兵和步兵混在一起排成了战斗序列。亚历山大将方阵留在马扎亚斯所撤出的高地上，从远距离观察了对方的战线，并召集伙伴骑兵以及军官们举行战争会议。不少年轻军官建议立刻发动进攻，因为士兵们此时士气高昂，急于求战。不过帕尔梅尼奥以及年龄较大的军官们却建议说在对战场地形进行勘察之前不应与对方交战，以防对方在阵线前方挖掘了陷阱或设置了障碍物，而且对敌军的战术安排也要先弄清楚。尽管在亚历山大具有决策权的情况下，其战争会议从不像我们所知的其他战争议会那样拖延战事，但这一次还是帕尔梅尼奥的意见占了上风。亚历山大在现代波特拉（Bortela）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建立了新营地，并用栅栏为其设防，士兵们在当天休息时也手持武器保持着战斗序列。亚历山大本人则率领着一部分轻步兵和伙伴骑兵对战场进行彻底的侦察。

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之后，他又重新将伙伴骑兵和军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讲话。虽然其具体内容已经无可考证，但可以想象的是，这些言语一定十分激昂。阿里安只为我们记录了演讲的大概内容，而其记载很可能来自于他引用最多的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亚历山大对军官们说，他知道自己可以信赖军官们的勇气，但他们也必须将自己的热情贯彻到手下每一位士兵身上。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他们不仅是为整个亚洲霸权，也同样是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亚历山大这一次对纪律的要求也远比先前更为严格。他禁止士兵们像往常一样高唱战歌，严令他们在前进时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和秩序，以便听清号手的命令。不过亚历山大又要求士兵们在收到专门命令之后，便要尽可能地高声呐喊，以造成敌军恐慌。命令的传递必须迅速，执行必须干脆，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自己的勇气决定着会战胜负。所有军官们都以要求亚历山大立刻带领他们进攻敌军回应着他振奋人心的言语。不过亚历山大却命令他们立刻休息进食，以便能够以充沛的体力在次日投入会战。

当天深夜，帕尔梅尼奥造访亚历山大的营帐，建议他发动一次夜间进攻，因为波斯人很容易在黑暗之中发生恐慌和混乱。另外波斯人还有在夜间卸下马鞍、捆住马腿
(5)

 的习惯，士兵们也会脱掉盔甲。如果发动夜袭，波斯人便将无法抵抗，更容易被击败。亚历山大回复说他不愿意去偷窃一场胜利，因为征服所依靠的并非诡计。不过他之所以如此回复可能是因为当时还有旁人在场。亚历山大一定非常清楚，若想要在这样一片人口怀有敌意，而且遍布着对方间谍的地区发动夜间进攻，必定要面临巨大风险。而且他也只有在一场公开的会战中击败大流士，才能真正地征服亚洲，否则大流士就会再次得到为失利开脱的借口。更重要的是，如果夜袭失利，他自己也很难在熟悉地形的敌军面前撤退，因为除刚刚走过的道路以外，马其顿人对地形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才拒绝了帕尔梅尼奥的建议。



————————————————————


(1)
 大流士之所以不愿意耽搁会战时间，很可能是因为他手中的部队规模过于庞大，令他感到难以供养。


(2)
 大流士的渡河时间要比亚历山大更早，因此是他本人主动决定在底格里斯河以东交战，而非追随亚历山大的渡河行动。不过，大流士之所以不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炎热的气候和不佳的给养条件使他无法供养大军。


(3)
 事实上将战场铲平使亚历山大在会战中所仰仗的重骑兵和方阵也获得了理想战场。


(4)
 亚历山大可能是希望达成奇袭效果，第二天黎明时突然出现在对方面前，打击对方士气。


(5)
 捆住马腿是一种防止马匹乱跑的方法。



第二十七章　阿贝拉会战
(1)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亚历山大从营地出发的当天清晨，波斯军队发现了盘踞在高加梅拉平原西侧高地上，敢于向波斯大王愤怒挑战的弱小马其顿军队。波斯人认为对方很快便会发动进攻，但亚历山大却如上一章中所述，将这一天花在了准备和侦察之中。由于没有设置栅栏，而且也担心对方夜袭，因此大流士命令部队整夜（9月30日至10月1日）手握武器保持戒备。整整24小时里，波斯士兵就列着战斗序列站在那里。波斯人的士气早在伊苏斯会战后就已经一落千丈，现在让他们白白站立一天肯定又让他们感到恼怒，马其顿军队的威名更使他们恐惧不已。为显示自己也将与士兵一同战斗，振奋他们的神经，大流士在当晚骑马巡视了整条阵线。

会战结束之后，马其顿人从波斯人手中缴获了一份记录战斗安排的文件，其中不仅包含着波斯人的阵型，也提到了上述事实。毫无疑问，这份文件就相当于今日的战斗序列表。波斯军队的布置情况如下：贝苏斯指挥的左翼从左算起为巴克特里亚骑兵、达安人（Daan）和阿拉霍西亚人、波斯骑步兵、苏西亚尼亚人、卡都西亚人，马扎亚斯指挥的右翼从右算起为叙利亚山地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米底人、帕提亚人和赛西亚人、塔普里亚人、赫卡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沙赛西尼亚人。所有这些部队都被依照大型的四方队或大纵深密集队形排成三条战线。大流士亲自指挥的中央部分包括其亲兵15000人（这些波斯近卫军的长枪末尾装饰着金苹果），此外还有印度人、卡里亚人以及马底亚（Mardia）弓箭手。乌克西亚人、巴比伦人、红海人、西塔西尼亚人则在中央后方组成一个纵深极大的纵队，作为国王周围部队的预备队。西徐亚骑兵位于左翼前方，其附近还布置有100辆镰刀战车；大流士前方部署有15头战象，战象左右两侧也有50辆战车；右翼前方则是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骑兵以及另外50辆镰刀战车。至于希腊佣兵，虽然大流士急需他们的能力和勇气来对抗亚历山大的方阵，但同时也质疑他们的忠诚，因此这些人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置于国王亲兵的左右两侧。贝苏斯指挥整个左翼，马扎亚斯指挥整个右翼。

大流士同样也用激昂的演说鼓励下属，恳请他们不要因格拉尼卡斯和伊苏斯一小一大两场失利而气馁，因为后者只不过是因为战场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使他们无法发挥数量优势。大流士还恳请部下为家人和故乡而战：“事已至此，我们必须为生存以及妻儿的自由而战。如果你们不用血肉筑起城墙，他们就会像我的家人一样落入敌手。”大流士凭着太阳的辉煌、祭坛的圣火以及居鲁士不朽的威名要求他们为波斯帝国以及荣誉而战。

10月1日清晨，马其顿人在饱睡饱餐之后走出了营地，以如下战斗序列向前推进：右翼为伙伴骑兵，其中克雷塔斯的近卫骑兵位于最右侧，亚历山大本人也伴随着该中队，接下来分别是格劳西阿斯、阿里斯托、索波里斯、赫拉克利德斯、德米特里厄斯、梅利埃格、赫格罗卡斯各自的中队。整个伙伴骑兵部队则由帕尔梅尼奥之子费罗塔斯指挥。伙伴骑兵左侧为马其顿方阵，寇蒂斯说他们列成了两条战线，可能指代的分别是方阵步兵和轻盾兵。方阵最右侧为持盾兵中的近卫步兵，接下来是帕尔梅尼奥之子尼卡诺尔指挥的其余持盾兵以及寇纳斯、佩狄卡斯、梅利埃格、波利伯孔、西米阿斯（负责代理指挥阿明塔斯的旅）、克拉特鲁斯等人的方阵步兵旅。埃瑞吉亚斯的希腊辅助骑兵位于方阵步兵左侧，紧接着是腓力的色萨利骑兵，后者在伊苏斯会战中的表现不亚于伙伴骑兵，因此在这一战中也被摆在了全军最左侧，与全军最右侧的伙伴骑兵呼应。帕尔梅尼奥则以色萨利骑兵中最优秀的法沙利亚（Pharsalia）骑兵中队作为护卫骑兵，并按照惯例负责指挥整个左翼。

[image: ]
阿贝拉会战前双方的作战序列示意图



波斯军队的阵线远远超过了马其顿人两翼。除非亚历山大将队形疏散到坚实度不够发动进攻的程度，这本是不可避免之事。为应对这一危险，亚历山大第一次编组了第二线预备队，也就是在两个侧翼分别编组一个可向左右旋转的纵队，用于在必要时抵御来自侧翼和后方的攻击，其意义相当于在两翼分别设置了一个侧卫。很自然，亚历山大会担心敌军会利用他们庞大的数量包围自己，而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战术。亚历山大的阵型曾被称作是空心四方阵，但事实上却远不止如此，因为它具有空心四方阵远不及的机动性，两翼的侧卫纵队可以随时面对任何方向，应对来自前后左右的进攻。在实战中，左侧卫也确实曾击败了来自内侧的进攻。寇蒂斯对此评价道：“总体而言，亚历山大将军队布置成了能够面对所有方向的阵型，如果对方尝试包围，他就可以从四面抵挡这些进攻，其正面并不比侧面更为稳固，侧面也同样不比背后更稳固。”

在右翼的第二线与第一线之间，亚历山大部署了一部分骑兵，其位置可以抵挡任何从亚历山大右侧绕过来的敌军。亚历山大也对这些骑兵下令，如有需要，他们要与侧卫一同组成后卫或预备队战线，将全军组成四方阵；如果正面有需要，他们就要前进到第一线，在方阵背后支援其正面进攻。右侧卫由阿塔拉斯的一半阿吉里亚部队、布里索（Briso）的马其顿弓箭手以及克林德的马其顿老兵组成。其前方是马其顿轻骑兵以及阿里提斯（Aretes）和阿里斯托指挥的配奥尼亚轻骑兵，再往前则是米尼达斯新近带来的希腊雇佣骑兵，后者的位置使其可以在会战中获得不少表现机会。另外在近卫骑兵和其余伙伴骑兵前方，还有另外一半的阿吉里亚人、弓箭手以及巴拉克鲁斯的标枪兵掩护，后者正面对着大流士阵线中央的战车。在所有这些部队中，亚历山大专门向米尼达斯下令，一旦波斯人想要包抄马其顿侧翼，他就应对这些波斯部队的侧面发动进攻。

左侧卫包括西塔西斯的色雷斯人、柯拉纳斯的希腊辅助骑兵以及阿伽托的欧德利西亚骑兵。在这些部队前方为安德罗马科斯的希腊雇佣骑兵。除主力战线以外，我们很难从阿里安或其余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中推测出其余部队的具体部署方式。狄奥多拉斯称其为半圆阵形。相比于队形，我们对这些预备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要了解得更多，而这也就足够了。本书附图中的阵型非常接近于各位史学家的描述，也符合阿里亚引用托勒密、阿里斯托布拉斯所记录的亚历山大在会战中的行动，因此可算比较准确。后文中对会战机动的附图也符合所有古代史学家们对会战的描述。

行李、俘虏以及随营人员都被安置在由色雷斯步兵负责守卫的木栅栏营地中，大流士的家属也位于其中。相对较重的辎重则被留在了后方7英里处的旧营地中。亚历山大全军作战人员总计为7000名骑兵、40000名步兵以及少量亚洲士兵。其中亚洲士兵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既没有与对方交战，也没有被列在战线之中。

当天夜间，亚历山大罕见地谨慎讨论了次日作战计划。一些历史学家称他对面前的局势感到十分担忧，寇蒂斯也说他当晚忧喜交加。但这绝非亚历山大的性格。更有可能的是，这位国王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焦躁心理，因为焦躁从不会出现在他身上。永不熄灭，甚至可以说是鲁莽的希望正是他的力量源泉。不过这种性格并不会掩盖亚历山大的智慧，他对于必须要采取的行动也有着充分认识。正是这种乐观性格与智慧的罕见结合，才造就了这位伟大统帅。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在于深夜制定好了全部会战计划之后便睡觉休息，直到天亮后很久才被帕尔梅尼奥叫醒。只有自信能取胜者，才可能在如此大战的前夜安稳入眠。从这一角度而言，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躁的征兆。起床后他还为自己精心装扮了一番，穿上了最华丽的盔甲，面容也向士兵们展示着取胜的信心。马其顿部队按照既定顺序从营地中走出列成战斗序列，营地的栅栏则仍被留在原地以保护非战斗人员和俘虏。在检阅部队之后，亚历山大命令部队以缓步前进，马其顿士兵们随即迈起步子，自豪于可以凭借勇气和纪律对抗如此庞大的敌军，要么获得胜利，要么战死沙场。

关于这场会战，阿里安的记载无疑要比寇蒂斯的记载更加可靠。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描述前后一致，比较可信。而他对这场会战的记载也足以供最认真的学生在沙盘上重现部队的阵型和战术。尽管在细节上略有冲突分歧，但他对会战主要过程的描述依旧清晰利落。寇蒂斯对所有会战、围攻战的描述都非常模糊，而且经常前后矛盾。他对国王本人的描述也总是在人神和懦夫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二者皆非亚历山大的真实形象。

大流士这一次终于得以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与对方决战。他决定利用战车冲锋来拉开会战序幕。已经认清这一点的亚历山大为对抗这一冲锋，命令方阵步兵像在哈伊莫司山作战时一样做好让出通道供战车通过的准备。另外，亚历山大还专门命令方阵前方的标枪兵在战车接近时杀伤、恐吓其马匹。作为马其顿方面的计划，亚历山大决定首先利用精锐骑兵对面对着自己右翼的波斯中央部分左侧进行冲锋。不过在他就要发动进攻时，却从波斯叛逃士兵那里听说对方已经在战线中央前方洒下了铁蒺藜。为躲开这些障碍物，他决定向右前进一段距离。亚历山大可能命令士兵们原地右转45度，各中队以斜形序列前进。除躲避障碍以外，为避免远比自己更长的波斯战线包围己方右翼，他也自然会采取这样一个行动。

亚历山大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斜形运动会引诱波斯左翼以平行序列跟随自己，从而导致波斯左翼和中央之间出现一个缺口，或至少也能破坏其阵线的完整性。无论亚历山大的初衷如何，这一行动都产生了效力。在看到亚历山大的行动之后，大流士担心马其顿人会被带出自己已经铲平的土地，使他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并使骑兵受限，因此他立刻派出战车趋前攻击，并率领着中央阵线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了最左翼的1000名巴克特里亚骑兵和一部分西徐亚骑兵去包围马其顿右翼，阻止其进一步的斜形运动。米尼达斯奉命抵挡敌军骑兵，但却被西徐亚和巴克特里亚骑兵凭借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击退。紧接着阿里斯托也带领着配奥尼亚骑兵向敌军冲锋，将对方逐退了一段距离。不过贝苏斯又率领着其余14000名巴克特里亚骑兵，与盔甲比马其顿人更重的西徐亚骑兵一起重新稳住了波斯战线，极大地威胁了马其顿人的右翼。因此这里也爆发了激烈但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具决定性的骑兵战。最终亚历山大亲自赶到这里激励士兵，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阿里提斯也奉国王命令，以齐整的秩序向巴克特里亚和西徐亚人左翼进行冲锋，使马其顿人占据了优势，整支骑兵也“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不断向敌军发动冲锋，这一战术也使亚历山大手下骑兵表现得一如既往的顽强。

古代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提及在亚历山大开始向右前进时曾向帕尔梅尼奥下达何种命令，但他肯定会要求后者跟随自己在右翼的行动。不过帕尔梅尼奥并没能以同等速度行动，而且后来他对亚历山大进行支援的尝试也被波斯人打断了。亚历山大为自己右翼所注入的热情以及左翼无法紧随右翼行动的情况，终于又一次使原本的平行序列在外观上形成了左翼拖后的斜形序列。其原因在于亚历山大总是倾向于使用自己所在的右翼领导进攻，而这在希腊人之间也是惯常之事，再加上帕尔梅尼奥在左翼的进攻虽然同样勇敢，但总要更谨慎一些，导致这场会战与其余会战一样，半是故意、半是自然地演化出了斜形序列的外观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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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拉会战（1）示意图



在右翼骑兵部队英勇抵挡住优势敌军进攻的同时，波斯人开始了被他们寄予厚望而马其顿人也十分恐惧的战车冲锋。不过就像诸多会战中的战象或其他反常行动一样，这次冲锋也归于失败。在战车快速越过平地向方阵冲刺时，重步兵们用长矛敲击盾牌惊吓马匹，阿吉里亚人、弓箭手、标枪手也用密集的矢石标枪攻击它们。在这些轻步兵的攻击下，一部分马匹只因为恐惧便停下了脚步，另外还有一些马匹受伤。由于长期伴随骑兵行动，这些轻步兵脚步十分迅捷。他们跳到拉着战车的马背上，拉住缰绳切断绳索，杀死马夫和士兵。另外一部分战车则要么从马其顿军队让出的通道中穿了过去，要么便撞在林立的萨里沙长矛上，或毙命或掉头逃跑。那些穿越到了战线后方的战车则几乎全部被非战斗人员俘获，第二线的轻盾兵也摧毁了部分战车。最终这些负有盛名的战车并没有达成任何波斯人期望或马其顿人担心的效果，不少战车甚至还冲回了波斯阵线中。由于波斯人战线纵深更大，
(2)

 这些战车给己方造成的损害远比它们给马其顿人造成的更大。相比之下，马其顿战线只发生了很小的混乱，他们凭借着优良纪律很快便重建了秩序。

在对战车冲锋失败的失望之下，大流士下令中央方阵向前推进，不过该行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由于第一线的巴克特里亚和西徐亚骑兵已经加入到进攻亚历山大右翼的纵队中，肯定也有一部分步兵已经被他们带着一起向自己的左翼、亚历山大的右翼方向前进了，这就导致波斯正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虽然其第二线部队可以趋前弥补，但大流士却并没有下达相应命令。不仅指挥着伙伴骑兵，也亲自指挥、应对右翼危险鏖战的亚历山大，在看到阿里提斯能够独力抵挡住贝苏斯之后便回到了正面。这位国王对于战场局势的眼光如同雄鹰一般锐利，立刻便发现了波斯阵线上的空洞，他也认清了这一天赐良机的价值。他抓住这一机会，以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迅捷将方阵右翼的持盾兵以及寇纳斯、佩狄卡斯两个方阵步兵旅组成了一个大纵深的纵队或楔形队形，由排成密集队形的伙伴骑兵领导着，转向左前方向缺口前进。在前进过程中，马其顿人也终于发出战吼恐吓敌军。亚历山大带领着这个楔形队形以最快速度前进，好像攻城锤一般撞进波斯阵线，直指大流士本人所在位置。与伊苏斯会战一样，亚历山大再次凭借大胆的行动抓住了胜机。

马其顿楔队如同闪电一般攻击波斯阵线。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马其顿和波斯士兵英勇地短兵相接，争夺着主动权。但在英勇国王的带领下，曾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两战中赢得无尽荣誉的伙伴骑兵无可阻挡，很快便在大批敌军之间杀出一条血路，而从未遭遇过敌手的萨里沙长矛也同样锐不可当。大流士又一次陷入惊慌。不仅没有身先士卒挽回这一暂时性的劣势，甚至也没有等到第二线上前支援，在其战车被一根投枪刺穿之后便掉头逃亡了。英勇的东方军团从此失去了领袖，当国王逃跑之后，无数勇敢的士兵们又如何还愿意再为他血战到底？

到了此时，波斯左翼的骑兵也已经败退，并在阿里提斯追赶下与本应前进支援他们的第二线搅在一起，使后者也迅速陷入混乱。大流士的逃亡则终结了波斯左翼和中央一切抵抗行动，数量庞大的士兵开始崩溃并转身逃走，马其顿右翼只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冲锋，便使他们如退潮一般在惊恐中逃出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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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拉会战（2）示意图



在亚历山大率领楔队冲向波斯中央，右翼骑兵也击退了贝苏斯的巴克特里亚和西徐亚骑兵的同时，马其顿左翼却几乎要被击溃了。由于国王本人将寇纳斯和佩狄卡斯两个方阵步兵旅编入了他的楔队中，其余方阵以西米阿斯为右翼，试图紧跟国王的前进。不过西米阿斯和克拉特鲁斯的两个旅没能加入这一行动中，因为帕尔梅尼奥此时正承受着重压，必须集合起手头所有可用的部队。虽然史料没有提及，但可能波斯镰刀战车在这一侧取得了较大的战果。波斯右翼骑兵对马其顿左翼发动了进攻，波斯中央右侧的部队也已经开始前进，二者使帕尔梅尼奥无法追随国王的行动，不得不停在原地抵挡这些危险的进攻。这样一来，虽然亚历山大空前绝后的冲锋足以永存史册，但这一行动同时也在自己的战线上造成了一个缺口，而疲于应对马扎亚斯猛攻的帕尔梅尼奥却根本没有能力去填补它。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交战双方都不缺乏优秀的将领，在看到机会之后，波斯右翼的一部分骑兵（据说包括帕提亚人、印度人以及部分波斯人，不过后者本应位于战场的其他位置）从阵线中脱离出来，在没有受到阻挡的情况下冲过缺口，使马其顿左翼陷入混乱，并一路冲到了马其顿人后方的行李营地。
(3)

 守卫营地的色雷斯步兵凭借栅栏顽强地抵抗着进攻，但不少俘虏也挣脱出来开始从背后攻击他们。波斯骑兵释放了更多的战俘，这些人立刻开始协助解救大流士的家人。不过这些家眷看到自身安全在营地外的激战中根本无法保全，明智地回绝了解救。

亚历山大曾命令左翼后方的第二线部队在必要时转向后方，此时他们便开始发挥作用了。西塔西斯、柯罗纳斯、阿伽托、安德罗马科斯并没有站在原地袖手旁观。在看到危险之后，他们便立刻将各自部队调转向后，疾驰过来挽救危局，猛烈地打击在敌军背后，使他们陷入极大混乱之中，杀死、俘虏了大批人员，剩下的骑兵也沿着原路逃走。这一危险似乎已经化解。

不过马其顿人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就在波斯人对中央缺口的突破达到高潮时，指挥整个波斯右翼的马扎亚斯带领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骑兵，看到先前那些骑兵给马其顿人造成的混乱，想要趁着混乱一举解决战斗。他将手下骑兵排成了厚重的纵队，集中全部力量冲向马其顿左翼外侧，试图席卷帕尔梅尼奥的所有部队。所幸亚历山大将色萨利骑兵布置在了这里。这些优秀骑兵自豪于自己的战绩以及不输伙伴骑兵的坚韧，对于自己置身战斗之外感到十分焦急。现在他们便向左转过来，像伊苏斯会战中一样，在马扎亚斯攻击途中对他发动连续不断的反冲锋。尽管马扎亚斯拼尽全力，但他们还是阻挡住了这位勇敢的波斯人，使他无法越过色萨利骑兵组成的屏障。

此时局势仍不明朗。在马其顿右翼，米尼达斯、阿里斯托、阿里提斯仍在英勇地抵挡着贝苏斯反复的猛烈进攻；亚历山大的楔队刚刚开始对着波斯中央心脏部位前进；色萨利骑兵英勇地抵挡着马扎亚斯数量庞大的部队；帕提亚、印度以及波斯骑兵则即将被马其顿左翼的预备队从背后击败。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改变战斗局势，导致亚历山大输掉会战。

对亚历山大在右翼获胜并不知情的帕尔梅尼奥，在对方从缺口突破、马扎亚斯也从正面猛攻的极度混乱中，感到左翼局势已经绝望，遂派人向亚历山大求援。当信使找到亚历山大时，他正处在决定会战胜负的关头。亚历山大回复道：“告诉帕尔梅尼奥，如果获胜，我们就能赢回损失的一切。即使失败，也要战死沙场。让他把自己当作腓力和亚历山大一样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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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拉会战（3）示意图



不过胜利有时很快就会到来。诚如拿破仑所言：“一次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一个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来了，即使一支最小的预备队也足以使敌军士气发生崩溃。”在大流士周围各纵队意识到这位大王已经逃走之后，他们就像在伊苏斯会战时一样崩溃融化了。这些士兵既没有头领，也不知应做何事。在有人带领时，这些庞大纵队中的士兵十分英勇，战斗欲望强烈，可一旦失去了领导，他们便成了乌合之众。从这一角度说，波斯士兵的庞大数量对敌我双方都要算是威胁。在马其顿人又进行了几次冲锋之后，波斯人的溃败便已经无可挽回了。中央阵线的撤退很快演变成了溃退。贝苏斯在看到亚历山大冲锋的致命效果之后，也将自己的骑兵撤出了战场。马其顿右翼所组成的杰出楔队赢下了整场会战，波斯中央和左翼被迫全面撤退。

可到了此时，马其顿左翼仍面临着危险。迫使亚历山大并不情愿地放弃了立即追击的打算，在留下步兵巩固战果之后便将伙伴骑兵向左调转，支援自己处于窘境的副将。就在因背后遭到攻击而撤退的帕提亚、印度、波斯骑兵重新穿过马其顿战线撤退时，亚历山大刚好与他们遭遇，对他们发动了全面攻击。双方随即爆发了这一天中最为激烈的战斗。波斯骑兵如果不杀出重围就只有死路一条，伙伴骑兵也因为追击被耽搁而愤怒不已。这场势均力敌的短兵相接短暂但却血腥，大约60名伙伴骑兵在短短几分钟之内阵亡，另外还有包括赫菲斯提翁、寇纳斯、米尼达斯在内的大量马其顿人身负重伤。对方不仅背后遭到预备队追击，前面又有亚历山大本人率领着伙伴骑兵阻挡，除死战以外没有任何出路，因此很少有人能够逃出重围，几乎全员战死沙场。

利用这一段喘息之机，尽管马扎亚斯仍在顽强地努力着，但色萨利骑兵终于击败了他，之后又借着对方阵线中迅速蔓延的士气崩溃，不等亚历山大到来便将波斯右翼击退了。在确定帕尔梅尼奥能够独自控制战场的这一侧之后，亚历山大终于掉头开始对大流士进行拖延已久的追击。据说逃亡的敌军数量之多，使整个战场都为他们扬起的尘土所覆盖，追击者只能依靠敌军马鞭抽打马匹的声音作为引导紧追敌军。之前仅是遭到挫败的波斯右翼在听说国王逃跑后也立刻放弃了作战，帕尔梅尼奥得以轻易将他们摧毁。马扎亚斯本人则带领着一些人马，从马其顿人的左翼绕过，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逃往巴比伦。

亚历山大向前推进跨过了吕科斯河，数以千计的逃亡波斯士兵淹死在这条河里。渡河之后，亚历山大下令宿营让人马稍许休息。帕尔梅尼奥占领了高加梅拉的波斯营地，俘获了所有大象和骆驼。当午夜月亮升起之后，亚历山大向阿贝拉方向重新展开追击，希望能在那里俘获大流士、他的财宝以及王室财产。亚历山大在第二天便抵达了这座70英里开外的城镇，不过大流士却先他一步逃走了。与伊苏斯会战之后一样，虽然亚历山大没能抓到他本人，但还是缴获了他的长枪、弓箭、战车以及大量黄金。

在会战和追击过程中，亚历山大手下有1000匹战马因受伤或疲劳而亡。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记载，马其顿方面有500人阵亡，这也是最可信的数字。按照通常的受伤/阵亡比计算，马其顿全军伤亡人数总计比例略少于12％。波斯人被杀数量按照寇蒂斯的说法为40万人，狄奥多拉斯说是90万人。阿里安则称“据说有30万人被杀”，所有这些数字毫无疑问都是错误的。
(4)



阿里安的《远征记》前后文通常总是能够互相证明。从他的记录之中，你便能看到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不过他在引述损失数字时却经常犯错。阿里安在绝大部分场合下绝不会过分夸赞亚历山大，也许只有此时他才会允许自己对数字加以夸大来抬高他心中的英雄。
(5)

 不过波斯人的损失数字也必定十分庞大。古代战争的惯例便是胜者只损失少量人员，败者全军覆没。所有战象、战车也都被俘获。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波斯人到底损失了多少人马，他们都像伊苏斯会战后一样彻底崩溃了。毫无疑问，一些小股部队从战场上逃回了各自的家乡，但也不再有人能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大流士本人只召集到大约3000名骑兵和6000名步兵的残部，向内陆方向逃去。

这场会战因胜利一方统帅的勇敢和指挥技巧而引人注目。会战的胜利不仅要归功于亚历山大的坚定和智慧，同样也源自失败统帅的寡断和怯懦——虽然其下属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从未有人能够像亚历山大一样将军队部署得可以灵活抵挡四面八方的攻击；从未有人能够如此迅速地抓住对方战线上的突破口；也从未有人能够如此巧妙地化解致命危机。无论随着时间流转，会战战术如何进步，世界也不可能再见到比这一天阿贝拉战场上更加杰出的战术了。即使大流士没有逃离战场，其手下士兵也很难抵挡住亚历山大出色的协同攻击，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当波斯人还在单纯依靠数量时，亚历山大却为自己的军队注入了全新战术。腓特烈教会了现代世界如何行军；拿破仑教会了世人不能单凭数量，只有拥有优秀指挥的大军才能获胜；亚历山大则首先告诉世人，会战胜负并不取决于人多势众，而是取决于在合适时间对合适地点进行打击。麦克唐纳（Macdonald）在瓦格拉姆会战（The Battle of Wagram）
(6)

 中的攻击纵队根本无法与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会战中的楔形攻击相提并论，而后者也是所有这类行动的始祖。

与其国王相比，帕尔梅尼奥似乎显得能力不足。一些历史学家也对他颇有微词，甚至还有人指责他因嫉妒国王的成功而故意行动迟缓。这都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帕尔梅尼奥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将领，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可以算作杰出将领了。马扎亚斯的进攻规模极大，很难阻挡。而且也正是亚历山大所取得的成功才使阵线出现了空当，使印度、波斯、帕提亚的骑兵纵队能够从马其顿两翼之间穿过。由于并不知晓亚历山大所取得的优势，帕尔梅尼奥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也并不奇怪。相比之下，亚历山大能在如此绝望的局势下取得胜利才更值得惊讶。

波斯方面事实上只有骑兵投入了战斗，不过这些部队的表现十分勇敢，并且也抓住了马其顿左翼出现空洞的机会冲过了马其顿战线，这说明这些部队一定拥有着出色的指挥官。不过与他们相邻的步兵却在亚历山大的楔形攻击面前一触即溃，大流士逃离战场又使其余部队也跟着崩溃了。部队纪律的价值在这场会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波斯阵线出现空洞导致无法挽回的致命崩溃，而马其顿阵线出现空洞却只造成了暂时混乱而没有影响到部队士气；马其顿军队很快便整理好队形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波斯人则是直接发生了溃败。



————————————————————


(1)
 亦称高加梅拉会战。


(2)
 再加上他们对迎面而来的战车也毫无准备。


(3)
 这一部分骑兵可能是受大流士命令部下解救其家属的影响以及波斯士兵传统上对抢劫敌方财物的欲望才直奔马其顿营地而去。若这些骑兵在冲过缺口之后立刻向右旋转从后方攻击帕尔梅尼奥的方阵，即有可能在马其顿左侧卫的反击发生效力之前击溃帕尔梅尼奥。


(4)
 以上所有数字都是极大夸张，完全不可能出现的。


(5)
 这些数字也有可能是托勒密等人在撰写回忆录时便已经夸大了的。


(6)
 瓦格拉姆会战是1809年拿破仑所进行的一场会战。当时拿破仑在多瑙河初次渡河失败后，获得增援。在一天夜间迅速渡河，并从第二日清晨开始便与始终环绕渡口布防的奥地利查理大公交战。在会战的决定性阶段，由于奥地利中央部分兵力逐渐薄弱，拿破仑集中了超过100门火炮进行射击，并命令麦克唐纳将多达8000人的部队编组成了一个空心纵队，突破了奥地利阵线。



第二十八章　巴比伦、苏萨、乌克西亚人（公元前331年10月至12月）

从阿贝拉出逃之后，大流士带领着贝苏斯的巴克特里亚骑兵残部、亲兵、长矛末端装饰有金苹果的近卫部队以及少量希腊佣兵穿过亚美尼亚山区前往米底，所有人员相加为6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另外，负责指挥一部分红海部队的阿利奥巴赞斯也从灾难中拯救出了人数据称在25000至40000人的部队，并率领着他们撤退到波斯门（Persian Gates）驻守。由于大流士预计亚历山大会向整个战役最丰厚的奖赏——巴比伦和苏萨前进，大流士撤向了方向相反且军队很难追击而至的埃克巴塔纳（Ecbatana）。这位大王只顾着自己逃命，他似乎已经忘记他仍有可能在忠于自己的勇敢人民支持下守住波斯入口，也忘记了波斯门正是世界上最易守难攻的山地关口之一。他的逃亡也导致波斯上下无主。阿利奥巴赞斯可能根本不知道大流士会弃整个波斯于不顾。他认识到自己很难守住位于平原上的巴比伦和苏萨，但山脉背后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却完全有可能守住。

由于担心大量腐尸会滋生瘟疫，亚历山大不得不迅速离开阿贝拉。马其顿人沿大路向巴比伦前进，并在俄庇斯（Opis）渡过底格里斯河。亚历山大像往常一样谨慎，不愿在后方留下任何危险，以确保胜利果实的安全。为此，他既没有跟随大流士进入山区，也没有对阿利奥巴赞斯向波斯门的撤退进行追击，而是决定立刻向巴比伦前进，以免波斯人组织起城防力量，后一情况也是理应出现的。亚历山大曾听说过巴比伦的历史及其高大无比的城墙，并担心再次出现像哈利卡纳苏斯、泰尔或者加沙那样的围攻战，而他现在并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

波斯帝国的巨大实力从这座都城便可见一斑。要知道，虽然希腊在当时象征着世界的智慧与自由，但象征着物质力量的却正是波斯。今日很多已经化为沙漠的地区，在亚历山大时代还有着富饶的田野和富足的人民，波斯列王宏大的宫殿以及无限奢华，除象征着极度自私的中央集权统治和更加自私残酷的农奴制度以外，同样也代表波斯大王手中的领地是何等巨大，而他又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出何等宏大的功业。

巴比伦的外层防御工事覆盖直径大约是巴黎城防面积的7倍，巴黎有14平方英里土地位于城防工事内部，巴比伦的城防工事则囊括了将近200平方英里土地。不过在这之中，只有不到1/3的面积被城市建筑覆盖，余下面积均是开阔地，其上的农田产量也很高，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供养全部居民。城市内部被幼发拉底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建有空中花园和宫殿的王城，另一部分则是下层人民居住之地。巴比伦城内建有50条150英尺宽的主干道，此外还有4条将城市分划为不同区块的林荫大道。在城市的全盛期，其城墙高达200腕尺（300英尺），宽度也达到了70英尺，上面还建有数座箭塔，城墙四周有100座青铜城门与外界相连。可能从未有城市能够与全盛期的古巴比伦相提并论，即使亚历山大之前的征服者们已经摧毁了巴比伦诸多宏伟设施，但它毫无疑问仍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城市之一，对马其顿普通士兵们而言更是前所未闻。

亚历山大已经听到在高加梅拉表现十分英勇的马扎亚斯占据了这座城市，因此在向城市接近时，亚历山大将部队排成战斗序列缓步前进。不过他不仅没有看到紧闭的城门和戒备森严的城墙，反而非常惊讶却欢喜地发现巴比伦城门大开，市民也在祭司、长老和波斯官员带领下，依照东方礼节从城门中走出来向他们的新征服者和主人致敬，欢迎他的到来，甚至还献上了花环和礼物。马其顿国王不经一战便进入了这座塞米勒米斯所建的坚不可摧之城。

降伏者自然也得到了回报，马扎亚斯被亚历山大任命为巴比伦省总督。由于亚历山大早已有着慷慨大方的名声，马扎亚斯自然也早已盘算着这一结果。阿波罗多拉斯（Apollodorus）被任命为巴比伦城的长官，阿伽托受命指挥卫城驻军，阿斯科莱皮奥多拉斯负责税收。同时，曾向亚历山大献出萨迪斯的米特拉达梯被任命为亚美尼亚总督，米尼斯则担任西里西亚、腓尼基和叙利亚太守（Hyparch），负责保卫交通线不受伊苏斯、阿贝拉两战后到处抢劫的波斯溃兵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虽然一向会将民事权力交还给当地旧有制度，但从来都会谨慎地将军事权力握在自己的部下手中。如前文所述，这原本是居鲁士所采取的政策，亚历山大也将其出色地付诸实施了。

至于军队方面，亚历山大给予了他们急需的长时间休整。毫无疑问，粗野的马其顿士兵非常享受于这座东方绚丽城市的奢华习性以及它的宫殿和神庙。按照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的说法，亚历山大也将在这座城市里俘获的财物慷慨地分发给了士兵们。每位马其顿骑兵收到了6迈纳（Minae）或600德拉克马（相当于120美元），希腊骑兵和轻骑兵每人5迈纳（100美元），马其顿步兵每人得到了大约40美元，同盟步兵和轻盾兵则为两个月额外军饷。这些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要比现在大得多。按照巴比伦习俗，亚历山大向先王别卢斯（Belus）献祭，之后又举行了马其顿式的体育比赛和赛跑。到了此时，他心中民族融合的思想也开始成熟起来。巴比伦本身则成为他继续踏上征服之路的第二个基地，在这里他可以收集到足够的给养和资财。

对波斯帝国而言，苏萨要算是另一个更加靠近中央地区的都城，也是波斯大王的冬宫所在地。这座城市现在就成了亚历山大的下一个目标。只要面前仍有工作或者危险，这位永不停歇的国王便总是急于踏上征程。可能是担心休养太久会影响手下马其顿人的士气，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停留一个月，站稳脚跟之后便启程向苏萨前进，并在20天后抵达了那里（时间可能是11月）。此时天气情况良好，若是在炎热季节，这次行军可能便很难如此迅速。行军所过之处十分富饶肥沃，虽然这片土地在今日已经沦为一片沙漠，但地形条件与当时几乎相同，季节更替也没有本质性变化。在阿贝拉会战会战结束之后，亚历山大曾派遣菲洛塞奴带着一支轻装的前进部队前往苏萨。此时在行军途中，亚历山大便听到该城已经向菲洛塞奴投降并献出了城内的所有财宝，包括金砖和金币在内，其价值相当于5000万至8000万美元。除黄金以外，城内还藏有大量珠宝以及其他珍贵之物。
(1)

 被薛西斯掠走的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阿里斯托格顿（Aristogiton）两尊雕像也在宝库中被发现，并交还给了雅典。在苏萨，亚历山大也同样举行了献祭和运动会。

亚历山大对背叛大流士者论功行赏已经成为惯例，而背叛这种行为在东方也并不罕见。欢迎菲洛塞奴入城的守将阿布里提斯（Arbulites）派儿子带着用骆驼和大象装载着的财宝，作为礼物觐见亚历山大。为嘉奖其效劳，亚历山大任命阿布里提斯为该省份总督，但同时也安排了一位伙伴骑兵马扎拉斯（Mazarus）率军驻守苏萨卫城，同时又指派阿基劳斯指挥留在该城的3000名驻军。在苏萨缴获的财宝使亚历山大受益良多，他派遣米尼斯给安提帕特送去了3000台仑黄金以便与斯巴达人作战，后者也正急需这些资金。

亚历山大将大流士的家人也安置在了苏萨，并给予他们王室待遇。

安德罗米尼斯之子阿明塔斯从马其顿带来了一支兵力相当可观的援军。寇蒂斯说他们总数为15000人，其中还包括50名近卫军。有了这些部队，亚历山大决定对军队编制进行改组。他将方阵中每个团（包括两个营）的人数从500人增加到1000人。
(2)

 作为军队中最为重要的指挥岗位之一，统领1024名士兵的团长也由亚历山大按照一些特定规则重新任命，而国王在做出这些选择时也必须给出理由，从而使士兵看到获得晋升者皆是全军中最优秀的将领。和其他任何一位国王一样，亚历山大也有着自己的个人好恶，但他却能将保持军队效率放在比个人好恶更重要的位置上。首先获得晋升者包括曾在哈利卡纳苏斯城下挽救失败攻势的阿达奇亚斯（Adarchias）以及安提贞尼斯、费罗塔斯、阿明塔斯、安提柯、林塞斯提斯（Lyncestes）、西奥多塔斯（Theodotus）、希兰尼卡斯（Hellanicus），他们各自负责指挥一个新的方阵步兵团（Mora）。按照这些说法，此时军队编制与腓力时期已经有所不同，
(3)

 这代表着亚历山大为适应新环境不得不对军队编制进行了一些改组以便将新兵源融入军队之中。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古代历史学家在记录这些变化时用词不当，误用了希腊编制，而非马其顿编制中的单位名称，不过这并非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对编制的改组也十分出色，他消除了外族骑兵与马其顿骑兵的界限，并通过将所有骑兵中队改编为两个连这种办法将骑兵部队的编制加倍，骑兵连长都是从伙伴骑兵中挑选出的可靠人物，低级军官也都是有经验的老近卫军。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便将军队的框架放大，使其可以容纳东方民族的士兵。另外，到此时为止，马其顿人都是以军号作为宿营时的传令工具，亚历山大则又引入了一种信号系统。他在自己的指挥所附近竖起一根桅杆，夜晚通过火把，白天则利用黑烟来从这根桅杆上传递命令。通过这种办法，亚历山大便可以在敌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意图同时清楚地向己方士兵下令。在阿贝拉会战之前，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在会战中向前推进时总会高唱战歌。但如前所述，亚历山大在这场会战中专门告诉士兵们除非接到命令，否则便不允许呐喊，以便在呐喊声响起时对敌军产生更大的震慑作用。这种安排从那之后也被延续了下去。亚历山大这一次所获得的援兵，都拥有着优秀的作战素养，可以立刻编入作战部队之中。不过这些人仍需要在纪律方面受训，而亚历山大要比当时任何人都更能给予他们教导。让百战百胜的士兵接受新编制、新条令总是十分困难的，亚历山大选择在增援部队到来、新单位编入军队时将改变付诸实施是十分明智的。

色诺芬在评价同僚军官时曾说：“玻俄提亚人普罗克西内斯（Proxenes）可以指挥诚实之人，但却没有赢得足以让士兵愿意为他冒险所必需的尊敬或者畏惧。另一方面，克利尔库斯却总是十分严厉和残酷，士兵们对待他也不过是像小孩对待老师一样的态度。”所有在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能发现这种差别。不过亚历山大却与他们不同。在对待自己的军队和被征服的人民时，他总是和蔼可亲。他曾说：“我来到亚洲并不是为了消灭民族，而是希望所有被我征服之人都能从我的胜利之中受益。”通过自己掌控各阶级人民的突出能力，亚历山大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使原先纷扰不断的各色人群融合到了一起。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亚历山大从苏萨出发。其下一个目标是波斯地区的首府波斯波利斯，这里也是波斯历代征服者的发源地，对迷信的民众而言，它也象征着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另外，亚历山大不仅要夺取波斯各城市中的财宝，更重要的是他也必须要在大流士获得足够时间组建另一支军队保护这些城市前完成这一任务。自从大流士从阿贝拉逃跑之后，亚历山大便对他的计划和目标一无所知。此时马其顿国王和波斯波利斯之间由一道崎岖高大的山脉阻隔，只有一条仅凭少数部队即可据守的隘路可供通行。不过希腊人自始至终都是优秀的山地战士。他们出生在山地之中，从最早的战争中便不断在山地作战。很可能从未有任何现代国家能够在山地战术方面和色诺芬或亚历山大相提并论——马其顿军队绝不会被山岭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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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萨到波斯波利斯示意图



读者可能很难完全认清从苏萨到波斯波利斯这一段行军中所要遭遇到的巨大困难，因为古代的史学家们对此总是一笔带过，而今日那里也还是人迹罕至缺乏信息。从苏萨所在的低地启程，亚历山大必须穿过一道山脉和数条宽阔湍急的河流，才能抵达波斯波利斯那海拔5000英尺的高地。科普拉提斯河（Coprates）、库兰河（Kuran）或称帕西底格里斯河（Passitigris）、希达芬河（Heduphon）、阿洛西斯河（Arosis）、阿拉克塞斯河（Araxes）都位于这片土地之中，而它们更是有着大量同样宽阔的支流。其中一些河流与其古代名称并不相同，但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将苏西亚尼亚和波斯一分为二的山脉极为高耸崎岖，使这次行军与穿越阿尔卑斯山无异。可能除阿尔卑斯山以外，我们很难联想到太多拥有大批冰封高地的山脉，也很难用其他山口来佐证这条道路的艰险。此时正值冬季，也许在平原上进行冬季战役会比在夏季烈日下作战更为舒适一些。但在这些山地中，就连夏日都很难减少行军所要面临的艰苦。

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道山口是曾为军队穿越过的最困难道路。这种观点可能并不正确。亚历山大后来跨越的帕拉帕米苏斯山（Parapamisus）要更为困难，而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更是无人能及。不过无论如何，这次行动都仍要算是非常惊人。整个山脉包括8到9座高达14000英尺的高原和雪山，无异于由岩地、悬崖、溪流以及隘路组成的迷宫。通常仅有一条道路能够穿过冰雪覆盖的山脊。除行军途中将会遇到的无数困难以外，这条道路上还有乌克西（Uxii）隘路以及波斯门两个障碍。其中后一关口可以从一条更靠南方的道路绕过，即从现代的巴巴罕（Babahan）平原开始，沿凯泽罗乌姆（Kaizeroum）通向设拉子（Shiraz）的道路。可即使这条道路，也被形容为“岩石林立、崎岖不平的危险道路”。

在亚历山大众多杰出的能力之中，亦包括能够掌握所有他将要入侵的地区的地理、地形以及其他知识的能力。毫无疑问，由于参谋班子中拥有大量来自希腊和波斯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亚历山大无疑能够得到大量信息，但即使如此，他本人学习知识的能力也足以令人惊叹。亚历山大行军的效率，也证明他绝不会在掌握充足情报之前便盲目前进。

在向波斯波利斯前进之前，亚历山大必须首先征服乌克西亚人居住的山区。他在12月初开始行动。一部分地理学家认为他绕道躲过了科普拉提斯河（今提斯孚尔河），在阿瓦士（Ahwaz）附近渡过了帕西底格里斯河，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直接渡过了科普拉提斯河，之后又进到舒斯特（Shuster）。不过这些争议并不重要。在听到苏萨已经被占领之后，原先臣服于波斯大王的平原部落立刻倒向了亚历山大。但那些山地部落不仅始终都能抵挡住波斯人的进攻，甚至还迫使波斯大王每次穿越隘路时都要支付过路费。在马达提斯（Madates）带领下，乌克西亚人给亚历山大送去消息说，除非他也像波斯大王那样支付过路费，否则他们就不会允许他穿过山地进入波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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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西亚之战示意图



即使到了今日，这块土地上还是遍布着难以治理的土匪。亚历山大对乌克西亚人的使臣以礼相待，告诉他们自己会在一个日期带着过路费前往关口，但他们也应该迎接自己。乌克西亚人自然认为亚历山大会沿着通常的道路前来，亚历山大也确实将大部分军队都派到了那条道路上。不过事实上，他已经得知还有另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可以绕过隘路。亚历山大亲率自己的卫队、持盾兵以及8000名其他士兵，由苏西亚（Susia）向导带领着，在夜间克服了巨大困难，穿过山路来到了乌克西亚人村落附近。

乌克西亚人在隘路上建有城墙加以据守。亚历山大派遣克拉特鲁斯绕道占领了一座高地，这里也是野蛮人被驱离城墙后撤退时的必经之路。第二天白昼，亚历山大突然打击在毫无防备的野蛮人身上，摧毁了他们的村庄并夺取了大量战利品。在击溃当面之敌后，亚历山大抢在乌克西亚大部队行动之前抵达了隘口上的城墙。当乌克西亚人抵达后便发现城墙已经被占领，马其顿人也已经排成了战斗序列准备进攻。被亚历山大的迅捷以及城墙失守惊得目瞪口呆的乌克西亚人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抵抗意图便逃之夭夭。他们中有不少人被杀，不少人在逃亡时摔下悬崖，想要逃往山区的人也被克拉特鲁斯俘虏或者杀死。乌克西亚人被彻底击败了。

以上为阿里安的记载，其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激烈战斗。但寇蒂斯以及一些其他学者却说马其顿人被迫对乌克西亚人在隘路上的要塞进行正规围攻，并由轻步兵从后方对其进行攻击。守军顽强的抵抗使进攻几乎失败。在密集的矢石射击下，攻击者不得不组成龟甲阵向后退却，甚至抛下了自己的国王。在一段时间之内，亚历山大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士兵，他不得不用过去的功绩来让这些士兵感到羞耻。在国王有力的责备之下，方阵步兵们找回勇气，将攻城梯和攻城武器推进到合适位置，克拉特鲁斯此时也终于从后方接近了野蛮人。对于克拉特鲁斯的行动，古代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给予详细记载。

在这一战中，亚历山大利用了野蛮人只在白天作战或准备战斗这一广为人知的习俗，乌克西亚人也根本没有预料到亚历山大会在夜间从几乎无法通行的山路接近。凭借出其不意的行动（这也是亚历山大经常采取的办法），亚历山大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凭借少量人马，便做到了波斯人用数代人时间以及无数大军都没有做到之事，而且只损失了少量人员。亚历山大在选择恰当行动方面的能力并不亚于他对危险的极度藐视。也正是这两种能力相配合，才使他百战百胜。

乌克西亚人立刻求和。亚历山大本想彻底铲除这个部落，但波斯太后西绪甘比斯却为他们求情，在犹豫一段时间之后，亚历山大同意了她的请求，
(5)

 允许乌克西亚人保留原有土地，但每年要进贡100匹马、500头牛以及30000头羊。乌克西亚人身为牧民，也并没有金钱或其他财物可供支出。乌克西亚地区则被划归苏西亚总督统辖。



————————————————————


(1)
 我们必须始终记得，亚历山大和大流士的实力重心完全不同。亚历山大的实力即为其军队，而大流士的实力则是黄金和威望，只要他仍然拥有足够的黄金和威望，便可以从庞大的帝国中不断招募部队。亚历山大也认清了这一点，因此他所选择的打击目标也十分精准——首先在会战中公开地击败大流士，毁灭他的威望，之后再占领他的宝库，剥夺他的黄金。与之相对，亚历山大所需要做的，则是合理训练、使用以及安抚自己的部队，只要他手中的这支精锐军队能够保持战斗力完整，他便能够不断获得威望和黄金。


(2)
 即从512人增加至1024人。


(3)
 此处所指的主要是团级部队此时被称为Mora，而非腓力时代的Chiliarchia。


(4)
 此处的“波斯”，指的是居鲁士建立帝国之前，波斯族的原有土地。


(5)
 按照前文记载，西绪甘比斯本应该已经被安置在了苏萨，因此不知道西绪甘比斯这一次是如何向亚历山大求情的。



第二十九章　迂回波斯门（公元前331年12月至公元前330年3月）

从乌克西亚山地出发，亚历山大将军队分为两个纵队。他派遣帕尔梅尼奥率领色萨利骑兵、希腊同盟步兵、雇佣步兵以及方阵步兵中装备较重的部分，保护着行李和攻城纵列沿南面的山脚前进。与此同时，他自己则带领着装备较轻的
(1)

 方阵步兵、伙伴骑兵、枪骑兵、马弓手、阿吉里亚人以及弓箭手，以强行军沿距离较近但更难通行的道路前进。行军的起点大概是今日的巴巴罕，此地位于乌克西亚山区外围。在行军130英里之后，亚历山大在第五天抵达了波斯门附近，该地也有苏西亚门、苏西亚之岩（Susiad Rock）的称呼。亚历山大本打算像在西里西亚门那样利用奇袭攻占此地，但波斯总督阿利奥巴赞斯却已经占领了这道关口，并在隘路上建造了一道城墙。波斯门今日被称为凯-埃-色菲（Kal-eh-Sefid），位于现代法尔海延（Falhiyan）以东4英里处，总计有40000名步兵和700名骑兵驻守此地，这些士兵是优秀且可靠的。凯-埃-色菲意为白色城堡，“由一整块岩石构成，无论从任何方向都十分难以接近，其顶部的城墙也好像城堡一样”。作为通向伊朗高原的关键入口，所有旅行者都同意其道路非常难以通行。

亚历山大本可以沿着帕尔梅尼奥那条南方山脚下的远路前往波斯波利斯，但他不愿将一支危险的敌军留在背后。阿利奥巴赞斯手中的军队人数与自己全军相当，一旦他发现自己丢掉了波斯波利斯，就可能会立刻向苏萨前进。即使亚历山大已经在苏萨安排了一支足够数量的守军，完全可以固守城市，但对方一旦真的对苏萨发动进攻，其在士气方面的影响力就可能会抵消他所做的很多工作。亚历山大并不打算绕过任何一支组织良好的武装力量，除非他能够使其彻底失去作用。按照拉格维尔（La Gravière）估算，从巴巴罕到设拉子的路程，经波斯门大约为173英里，若经由凯泽罗乌姆则为238英里。

在宿营之后，亚历山大对敌军阵地进行了侦察，并在第二天对城墙发动了一次坚决的直接攻击。在阿里安的描述中，这位马其顿国王似乎遭到了某种伏击。看来即使是亚历山大也同样偶尔会犯下粗心的错误。这一次，他所要面对者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敌人，而波斯门也绝非一般的防线。通过快速行军来从毫无戒备的敌军手中夺取胜利的办法这一次并没有发挥效力。
(2)

 阿利奥巴赞斯已经预见到了亚历山大的到来，凭借着自然条件和亚历山大从未遭遇过的坚强工事为阻挡其穿过隘路做好了万全准备。他首先放任马其顿人进入隘路，而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阻拦，道路之狭窄仅能勉强容纳三人并排通过。马其顿人在两道垂直的岩壁之间穿行，当纵队的头部抵达最狭窄、最危险的地段，但距离城墙尚远时，他们突然为猛烈的矢石、敌军的呐喊以及从山上滚落而下且足以碾碎整排士兵的巨石所震惊。在面对普通的矢石时，马其顿人可以用盾牌抵挡，但面对这些巨石，他们毫无办法，而敌军却躲在他们无法看到也无法企及的地方。阿利奥巴赞斯肯定也收集了一些攻城机器并把它们安装在城墙上，一旦攻击者进入射程之内便开始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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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门的迂回行动示意图



并不轻易气馁的马其顿人也开始尽最大努力来攀登这座花岗石城墙。他们互相支援着，或组成龟甲阵，或抓着灌木，像苍蝇一样紧紧抓着岩石。后来成功爬上科瑞尼斯（Chorienes）山的那些人也在这些士兵之中。士兵们尝试了每一条可能的道路，将墙上的每一条裂缝都派上了用场。但所有尝试都归于失败，亚历山大也罕见地被迫吹响了撤退的号声。在损失了不少人员之后（具体损失数字不详，但狄奥多拉斯说有大批士兵伤亡），亚历山大回到了隘路入口处的营地，那里距离城墙有4英里远——其进攻暂时受挫了。亚历山大一时间在这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脚下束手无策，就好像拿破仑也曾为巴德要塞（Fort of Bard）所阻一样。不过相比之下，巴德要塞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驻守在波斯门的敌军却多达40000人。

亚历山大曾抓到了一些俘虏。一开始他从这些人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但最终一位曾做过奴隶，多年来一直在这些山岭中放养羊群的牧民告诉他，还有另一条不为人知且被认为仅能步行通过的艰险道路可以抵达隘路远端，也就是阿利奥巴赞斯防线的背后。这位向导是一位被卖为奴隶的吕西亚人，在放牧时了解到了整个地形。在亚历山大心中，人命要比一整头骆驼背负的金子还要无价，甚至他自己的求胜心都要比金钱更吸引自己。但他也非常清楚，此时金子在这里要比无数抛石机都更有作用。亚历山大向这位吕西亚人承诺，只要他能带领自己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便将得到无尽的财富，否则亚历山大就会将他就地正法。后来亚历山大赏赐给这位牧民价值33000美元的赏金，这在当时几乎要算是天文数字了。亚历山大总是践行着他的天才理论：“这不是帕尔梅尼奥应得的，但却是亚历山大应给予的。”

亚历山大总是会亲自实施那些最困难的工作，这一次可能也是目前为止对他而言最为冒险的一次行动。他留下克拉特鲁斯指挥他自己和梅利埃格的方阵步兵旅以及一部分弓箭手和骑兵，将这些部队留在城墙前方的营地中。亚历山大命令克拉特鲁斯要在夜晚点燃更多营火，白昼时也要进行一系列小型的力量展示，假装全军仍在营地中以吸引敌军注意力。在亚历山大从城墙远端发出进攻号声时，他们就要迅速加入进攻。亚历山大自己则带领着手下最优秀的部队——持盾兵、佩狄卡斯、阿明塔斯、寇纳斯等三个方阵步兵旅、轻装弓箭手、阿吉里亚人、近卫骑兵中队以及另外四个伙伴骑兵中队（由于需要在12月的冰雪中沿放牧小道前进，这些骑兵的马匹无疑钉了马掌）。亚历山大为这些士兵配发了三天的口粮，并在夜间出发，一夜之间便前进了10余英里。考虑到道路情况，这一速度要算非常快了——此时的天气时常降雪，路途一定十分恶劣。不过亚历山大有着耐力过人的身体素质，而他也总能让手下士兵们做出惊人的壮举。此时他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他本可以借着冬季的长夜在一夜之间走完全部路程，但一道看起来无法通过的深谷迫使他必须等到天明再寻找跨越方法。到天明之后，他找到了绕过深谷的道路。

现在亚历山大已经抵达了山脉北坡，在他面前是一片平原，只要跨过阿拉克塞斯河即可进抵波斯波利斯，其背后则是迂回阿利奥巴赞斯后方所必须跨越的山脉。此时他的处境十分危险。由于行军环境恶劣，其军队已经被分割成了一些小型支队，而野蛮人却仍然保持着完整。只有好运以及对敌军完全的奇袭效果才能使他不致归于毁灭。在其他地方只能算是小灾小难的小败，在这里即可完全毁灭亚历山大。但迂回阿利奥巴赞斯也是他唯一的机会，若不如此，他就只有撤退一条路可选。也许他可以在隘路山口留下一支小部队封锁阿利奥巴赞斯，自己则下山追随帕尔梅尼奥，以此来困住波斯人。或者他也可以从山的这一侧直接向波斯波利斯前进，但这又需要在阿拉克塞斯河上架桥。这一行动所需的时间非常宝贵。由于架桥行动可能需要数日时间，一旦阿利奥巴赞斯发现亚历山大的意图，他就可以沿着大路，赶在亚历山大抵达之前迅速赶回波斯波利斯，而亚历山大却希望能够在财宝被撤走或城市得到防御之前抵达那里。
(3)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计划都会导致在城墙下战死的士兵们无法得到掩埋，这更是亚历山大非常不愿看到的情况。

与往常一样，亚历山大不惧艰险。在一整夜的时间里，他率领着部队以单排纵队在大雪中穿过没有道路的地区。士兵们一直因超常的兴奋和卖力而默声前进。在这里，亚历山大发现了一条可以直接通往阿利奥巴赞斯营地的道路，但他并不打算从这里发动进攻。不仅由于对方肯定已经监视着这条道路，也因为从这条道路进攻无法切断对方退却线，可能导致自己的计划失败。

到第二天早晨，亚历山大凭借着一向的先见之明，派出阿明塔斯、费罗塔斯、寇纳斯带领一个先遣队沿北部的山脚向阿拉克塞斯河前进，并命令他们在那里架桥。由于该河水流湍急，高耸的河岸也布满了岩石，想要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必须要有极大的工程技巧。架桥所需的资材则是从附近村落中拆过来的。亚历山大本人带领着余下的部队，等到黑夜再次降临，才在夜幕掩护下迅速而谨慎地开始前进。行军中所遭遇的困难非常惊人，最终取得的结果也十分喜人。在黎明之前，亚历山大便抵达了野蛮人后方，其前卫不久后便与对方设在这条道路上的哨所发生冲突，凭借着卓越的战术，亚历山大得以占领两座哨所，之后又驱散了第三座哨所的哨兵。由于这些哨兵们被切断了退路，他们在极度恐慌中逃进了山区而不是营地，因此亚历山大也在没有被察觉的情况下抵达了野蛮人背后。

阿利奥巴赞斯的营地呈狭长形，这也是当时常见的形式。亚历山大首先抵达了接近营地左翼的地方。阿利奥巴赞斯的岗哨在白天看到克拉特鲁斯仍留在原地，夜间也因营火数量众多认定敌军全军都在正面，再加上此时正在下雪，波斯人便安静地留在营地之中，对自己已经阻断了那位勇敢征服者的去路感到满意。在亚历山大突然从对方自认为安全的方向吹响号角之后，他们才发觉自己即将遭到进攻。由于亚历山大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阿利奥巴赞斯勉强将士兵在营地面前排成了两条战线。亚历山大也将士兵列成了一条平行的战线，但却将所有骑兵都加强到了自己的左翼，派遣他们去迂回阿利奥巴赞斯的右翼，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应在阿利奥巴赞斯忙于应对亚历山大正面攻击的同时去占领波斯营地。此前他已经派遣托勒密带领着3000名右翼的步兵沿着上文中那条通往波斯营地的道路前进，此时他便可以在对方因右翼与正面战斗而应接不暇时从那里对营地发动突袭。无论亚历山大分散兵力的行动在今日会遭到何种质疑，但在当时，不仅环境要求他必须如此，而且也确实为他赢得了胜利。亚历山大的主力部队以及托勒密都有能力对抗阿利奥巴赞斯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而他也正确估计到多方向进攻会对敌军士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天刚放亮，亚历山大左翼的骑兵便对波斯营地发动了进攻。始终保持战备的克拉特鲁斯也欣喜于听到国王的号声，开始从正面进攻隘路中的工事。亚历山大的骑兵攻击吸引了对方注意力，托勒密和他的3000步兵得以奇袭营地。由于波斯人已经发生了恐慌而阿利奥巴赞斯又下令部队向营地集中，克拉特鲁斯登上了城墙并将守军击退，从后方攻击了营地中的波斯人。所有这些行动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发生，很快便获得了全面成功，如此协调的进攻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由于阿利奥巴赞斯即使知道那些山间小路也认定它们无法通行，因此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再加上四面八方都遭到了攻击，很快便在白刃战中被击溃，不少人在逃亡中落入山谷而亡。寇蒂斯则说双方均有大量人员跌落。阿利奥巴赞斯带着一小队卫兵或寇蒂斯所说的40名骑兵、5000名步兵从自己后方突出重围，但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费罗塔斯切断了前往波斯波利斯的去路，后者此时已经架好桥梁渡过了河流。

听到阿利奥巴赞斯已经逃亡的消息之后，为避免情况有变导致波斯波利斯的财宝被毁，亚历山大没有经过任何休息，便在命令克拉特鲁斯随后跟进之后，亲自率领伙伴骑兵在一夜之间行军40英里，前往那座他颇具远见架起的桥梁，并在大雪之中渡过了阿拉克塞斯河。之后他又带领着这支精锐部队抢在沿设拉子驿道逃亡的阿利奥巴赞斯之前赶到波斯波利斯，阻止了对方摧毁财宝的可能。为赢得亚历山大的好感，梯里达底（Tiridates）也已经加入了费罗塔斯方面，阻止阿利奥巴赞斯蹂躏土地的行动，后者最终在抵抗过程中被杀。为奖赏其功劳，梯里达底被任命为苏萨的总督。

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加迪（Passargadae）缴获了总计价值1500万美元的黄金以及大量财宝。除西班牙在美洲所获的财宝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例子可以与此相提并论。当这些财宝后来被转运到了埃克巴塔纳时，据说动用了多达1万辆需要两头驴子拉的货车以及5000头骆驼。

在前往波西斯（Persis）的途中，亚历山大遇到了800名（寇蒂斯说是4000名）因遭到虐待而残废的希腊俘虏。要知道在东方，对俘虏施虐是非常常见之事。亚历山大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对这些俘虏则感到同情。他为这些人安排了一个专属的殖民地，给他们分配了土地，还安排奴隶供养他们。另外，这些俘虏每人还得到了相当于600美元的黄金、10套衣服、两对牛以及50头羊。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进入了波斯帝国的发源地。正是在帕萨加迪的山谷之中，居鲁士推翻了米底人的统治。为纪念自己的胜利，他也把宫廷、宫殿以及陵寝建立在了这里。波斯大王的所有附庸臣属都将这里视为主君的家乡，就好像麦加（Mecca）圣地之于伊斯兰教徒一般。居鲁士和他的后继者们凭借着富饶的土地，将这片山谷变成了一片美丽壮观之地。宫殿、庙宇、被称为“四十巨柱”的王家城门、在山腰上切割出的梯田，所有这些最宏伟、高贵、壮观、庞大的建筑都被装点在阿拉克塞斯河和米达斯河（Medus）相汇的河谷中。

由于波斯大王曾经烧毁、亵渎雅典，作为希腊统帅，既然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进入了希腊天敌的心脏地带，自然也要对波斯波利斯施以同样的暴行，才能使两个民族互不亏欠。可能是在手下的马其顿人强烈要求之下，亚历山大一反保护千辛万苦所得领地的惯例，也违背了自己的一贯政策，下令洗劫波斯波利斯，并烧毁了波斯大王的宏伟宫殿。

狄奥多拉斯、寇蒂斯、普鲁塔克都说这一决定是亚历山大酒后受到托勒密的情妇、雅典女子泰伊丝（Thais）蛊惑而做出的行为。但根据阿里安的记载，再加上普鲁塔克所说的屠杀行为，都可以证明摧毁波斯波利斯是出于对波斯人毁灭雅典及其神庙的故意报复。因为诸多颇有道理的原因，帕尔梅尼奥强烈反对这一行动。焚烧波斯宫殿的行动不可能像狄奥多拉斯、寇蒂斯和普鲁塔克所记载那样与庆功盛宴同时进行。因为亚历山大往往要等到艰苦战役彻底结束后才会进行这种狂欢。这场洗劫的规模并不清楚，但即使亚历山大曾专门下令放过女人和她们的珠宝，其残酷程度也肯定会超出现代人的想象。

不过毫无疑问，亚历山大也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从父亲以及整个民族那里继承来的放纵。所有马其顿人都有酗酒的习惯，亚历山大的父亲和他所有的祖先都不能例外。可这并不能作为此次暴行的借口。从此时起，亚历山大也愈发酗酒，而这一习惯也经常带来悲剧般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记得，亚历山大在投入工作时总能够保持着自己的优良品性。只有在稀少的闲暇时光中，他才会为琼浆玉液所吸引。一部分人曾拐弯抹角地影射亚历山大不过是一个酒鬼，这种观点可以说是错误到了极点，只能用愚蠢来形容。

作为洗劫波斯波利斯的参考，我们也必须记得在亚历山大的时代，战争并不像今天那样已经成为算术题，各团、各连也并不仅仅是参谋算计的数字。那时的士兵偶尔需要品尝鲜血的滋味。如果不能足够凶狠，那么士兵在会战中便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品格。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德”，与亚历山大手下那些方阵步兵的“美德”相去甚远——后者有时会希望释放出自己对鲜血以及其他施暴行为的渴望。

年底时分，马其顿陆军全部抵达了波斯波利斯，亚历山大让士兵们在此后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此宿营过冬，以避免冬季在波斯山地行军时所要遭受的艰辛和减员。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沉迷于这座华丽都城的享乐之中。他留下帕尔梅尼奥和克拉特鲁斯指挥大部分军队，自己则在抵达波斯波利斯三周之后便启程对周边部落进行一系列小战，以便一鼓作气地征服整个波西斯省。

在南方的山区中，领地位于设拉子与波斯湾之间南方山区中的马底亚人与乌克西亚人十分相似，几乎处于独立状态。马底亚人以狩猎为生，从不种植任何作物。他们生活在山洞之中，女人要和男人做相同的工作，战斗时也一同参战，据说她们甚至还要比男人更加凶狠。为确保波西斯与大海之间的道路安全，以及他能够照自己的设想对海洋加以利用，亚历山大就必须征服这些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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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马底亚人示意图



此时正值隆冬时节，要想在这些部落控制之下且为冰雪覆盖的山地中进行一场战役，必定将会十分艰苦，使人精疲力竭。但凭借着惯常的迅捷和高超的战术，亚历山大在30天之内便征服了山区。此前从未有人能在与山地部落作战时取得如此佳绩。

寇蒂斯记载说马底亚人的土地不仅为冰雪覆盖，而且到处都是艰难险阻，险峻之地比比皆是。同时气候多雾、多雨且寒冷彻骨。山地中根本没有道路，所有人都会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世界尽头，另外当地夜幕降临也很快。有一次，当士兵们抱怨征途中的艰苦时，亚历山大跳下战马，步行前进，所有骑兵也跟着他下马步行，这一行动立刻便平息了所有不满。整个战役中马其顿人经历了各种困苦。他们不得不在一道冰坡上凿出台阶，也不得不在树林中砍出一条道路。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来到了马底亚人的土地，恩威并施地征服或彻底镇压了对手。由于亚历山大已经接近到了卡尔马尼亚附近，当地总督阿斯帕斯提斯（Aspastes）也赶紧向他投降，亚历山大让他在自己手下保留原职。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回到了波西斯。福拉索提斯（Phrasaortes）被任命为波西斯总督，其父正是在伊苏斯会战中英勇阵亡的罗米色瑞斯。亚历山大留在波西斯首府的兵力据说为3000人。

从公元前334年3月至公元前330年3月，亚历山大花费了四年时间攻入波斯帝国心脏地带，征服了从希腊到他所在位置之间的所有土地。与薛西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想要将希腊纳为波斯帝国边区一省的计划相反，亚历山大已经使希腊的智慧压倒了东方世界。至于西方文化为何没能在东方长久维持下去，主要原因即在于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由于他在征服工作结束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他并没有足够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成果，使它们得以延续下去。
(4)



亚历山大在帕萨加迪缴获了另外一些财宝。这座城市原本由居鲁士建成，也是他的陵寝所在地，波斯波利斯则是后来才取代其位置成为帝国中心的。曾有两座城市被称为帕萨加迪，居鲁士所建立的这一座现今已被埋没在大地之中，其位置位于波西斯北部，另一座帕萨加迪城则位于波西斯东部。



————————————————————


(1)
 此处“较轻”所指代者应是辎重、行李较少之意。


(2)
 事实上也不可能奏效。如果我们还记得，阿利奥巴赞斯在阿贝拉会战之后即已经开始向波斯门退却，而亚历山大却在巴比伦、苏萨等地花费了大量时间。到亚历山大抵达波斯门时，时间间隔已经有两个月之久。


(3)
 亚历山大不愿与帕尔梅尼奥一同绕道前进的原因也是如此。


(4)
 事实上，亚历山大虽然英年早逝，但还是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希腊化时代”。通过托勒密埃及、塞琉古、本都、帕伽玛、巴克特里亚等大大小小的希腊化王国，希腊文化仍能在此后数百年间或多或少地对远至印度河流域的东方文明产生影响，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使小亚细亚、中东、伊朗的东方人学会了西方智慧，也使西方诸国引入了一君、一神等东方思想。



第三十章　追击大流士（公元前330年3月至7月）

大流士逃亡到了米底境内距离波斯波利斯500英里的埃克巴塔纳，在那里坐等事态发展。历代波斯国王都会在此度过半个夏季。在一年的时间里，波斯国王会在春季时前往苏萨，夏季时来到埃克巴塔纳，余下的日子便在巴比伦度过。埃克巴塔纳古城的具体位置一直有所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城位于现代的哈马丹（Hamadan），另一部分则认为它位于哈马丹以西50英里的位置。相似的地理问题在本书中总是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如何，埃克巴塔纳的位置肯定位于欧戎提斯山（Mount Orontes）脚下一片海拔6000英尺的平原上，每年有8个月时间都能够风调雨顺。整个城市拥有多达7道城墙，每一道都比其外侧的城墙更高一些，每道城墙的颜色也并不相同，其中最内侧的两道城墙分别镶有银质和金质的外板。卫城同时也是一座宝库，内部拥有华丽的宫殿。

大流士打算在米底静观其变，如果亚历山大紧追而来便与他再做一次会战或撤退至帕提亚、赫卡尼亚或远至巴克特里亚等地，沿路坚壁清野，阻止对方追击。到了此时，似乎大流士所关心的只剩下了自身安全。他此前已经将行李纵列、女人以及手中尚存的财物从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即里海山脉）中的里海门（Caspian Gates）隘路送走，自己则在埃克巴塔纳停留了数月之久，静观亚历山大作何行动。不过虽然大流士没有对敌人进行任何军事抵抗，但他也并非全无作为——他给斯巴达和雅典送去了300台仑黄金，引诱二者进攻马其顿本土。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资源，不仅可以将战争带到世界任何角落，同时也足以保证祖国安全。他决定开始对大流士进行追击，不将其俘获决不罢休。

波斯大王仍具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来保护帝国东部各省。近卫骑兵指挥官那巴赞斯、米底人阿特罗帕提斯、塔普里亚人奥托夫拉达提斯、掌握着赫卡尼亚和帕提亚各省总督的福拉塔弗尼斯、阿里亚总督萨提巴赞斯、统领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亚纳（Drangiana）的巴散提斯、巴克特里亚总督兼大流士表亲贝苏斯、大流士的兄弟欧克塞斯里斯、大流士的儿子们以及被称为“波斯第一贵人”、指挥着希腊佣兵的阿塔巴赞仍然簇拥在这位大王周围。这些将领们都有着英勇的精神且仍保持着明智的头脑。另外，阿利奥巴赞斯的残部也从波斯门退到了这里，并将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汇报给大流士。此时大流士手中既不缺士兵也不缺武器，寇蒂斯说他手中仍有73000人马，完全可以在埃克巴塔纳集结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而里海门也是一处足以抵挡任何对手的坚强阵地。如果他以放弃对那些业已无可挽回的土地的统治权为代价，在这里与亚历山大媾和，他至少可以接回自己的家人，并继续享受东部各省的财富。希腊本土此时仍可能为这种媾和创造条件。亚历山大本人也可能因无法跨越里海门而厌倦征服。大流士不幸的生涯也将借此走上一条略显繁荣的道路。
(1)



公元前330年冬末，亚历山大离开波斯波利斯向北进发，他启程的具体月份已不可考。他把补给纵列留在背后以低速跟随，自己则率领着作战部队沿山脉天险的山脚前进，并期待与大流士再进行一次会战。亚历山大穿过的这片土地在当时人口众多、环境和平。今天却已经成为荒蛮之地。不过那里的地理环境与今天仍然相同，人口也多少因地形原因与现在同样狂野，当地气温与今日一样骤冷骤热。雨季从11月延续至2月，其余月份则干燥炎热，白昼时居民们要躲避在土屋之中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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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斯波利斯到埃克巴塔纳示意图



在行军12天之后，亚历山大进入了米底境内。他在这里听说安提帕特已经在血腥的梅格洛玻利斯会战中击败了斯巴达人，并杀死了他们的国王阿吉斯，卡都西亚人和西徐亚人因此也拒绝支援大流士。不过亚历山大也深知这位波斯大王身边仍然拥有大批英勇高贵之士以及一支不可小视的军队。如果领导有方，这支军队要比阿贝拉会战中那些不计其数的乌合之众更加危险。只要大流士还活着，他便仍是亚历山大所有敌人所依附的核心。而且除里海门以外，也还有不少地点可供波斯人据守。

从波斯波利斯前往埃克巴塔纳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顺路征服了帕莱塔萨人（Paraetacae），这是一个生活在波西斯和米底之间山地分水岭以东的部落，毗邻乌克西亚人。与亚历山大所有的山地小战一样，史料中并没有提及这次战役的细节经过，而只是一笔带过。在征服帕莱塔萨人之后，亚历山大留下苏萨总督阿布里提斯之子欧克塞斯里斯担任当地总督，随后便赶去追击大流士了。

作为一个战略中心地点，亚历山大自然非常希望占领埃克巴塔纳。该城经由金德斯山谷通往巴比伦的距离与经由寇斯佩斯（Choaspes）山谷通往苏萨的距离同为350英里，而且还控制着一条直接通往马其顿的商路。亚历山大认为大流士会坚守埃克巴塔纳，因此尽管他行军十分迅速，但也不失谨慎。可当他前进到距离埃克巴塔纳三天距离时，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之子比斯萨尼斯（Bisthanes）却前来寻求亚历山大保护，并告诉后者大流士已经带着3000骑兵和6000步兵又一次向东方逃亡了，因为看到大流士大势已去，卡都西亚人和西徐亚人也没有给他援助，而波斯军中出逃的士兵也非常多。

到达埃克巴塔纳之后，亚历山大解散了手下的色萨利骑兵和希腊同盟骑兵，因为这些部队的服役年限已经到期。除全额军饷以外，他们还额外得到了2000台仑黄金的奖赏。在分配这些黄金时，最优秀的骑兵所得金钱相当于1100美元，即使最低级的步兵也得到了价值400美元的黄金，二者之间的其余各兵种也依次获得相应赏金。另外，亚历山大还为他们安排了从黑海回国的运输工具，并指派米尼斯负责相应细节。色萨利骑兵的马匹似乎属于本人，因此他们也在离开军队前卖掉了马匹。不过这些士兵中也有大量人员自愿延长服役期留在军中。这批人所获的奖赏，可能也包括先前所提到的军饷和赏金在内，每人多达3300美元。除这些记载以外，关于亚历山大军中退伍士兵的抚恤金便再无明确的详细记载了。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区，面对的敌人也与先前不同。他不再需要士兵们排成密集队形进行会战，而更需要轻型、灵敏的部队。因此与先前相比，色萨利重骑兵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重骑兵中，只有伙伴骑兵能够经受即将到来的艰苦山地作战考验。先前因为生病而被留在苏萨的克雷塔斯现在也重返军中，并一路收拢了康复的伤员，到他抵达埃克巴塔纳时已经收拢了6000人左右，并最终在帕提亚与亚历山大会合。此外根据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还得到了6000名希腊佣兵的增援，后者的指挥官为雅典人柏拉图（Plato）。像这样一支人数较少的援兵，能够从赫勒斯滂一路穿过被征服的波斯土地到达米底，证明沿途所有地区都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新统治者。

亚历山大将从大流士军营或者城市中缴获的财产也全部集中到了埃克巴塔纳。所有被运到这里的贵重金属总价值在2亿美元到4.5亿美元之间。其运输过程由帕尔梅尼奥负责保护，到达目的地后则交由哈帕拉斯存入地下金库之中。负责驻守该城的马其顿士兵多达6000人，另外还有一些骑兵和轻步兵也同样驻扎在这里。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还命令帕尔梅尼奥从埃克巴塔纳出发，率领希腊佣兵、留在军中的色萨利人以及除国王本人亲率部分以外的一切骑兵，穿过卡都西亚前去征服赫卡尼亚。不过后来帕尔梅尼奥又奉命返回，负责指挥埃克巴塔纳驻军。到了此时，帕尔梅尼奥的将星逐渐暗淡，已经无法再负担劳苦的勤务了。

尽管马其顿军队刚刚从波斯波利斯抵达埃克巴塔纳，但他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亚历山大必须继续前进。他在抵达这里之后，立刻便率领着方阵步兵在7月的烈日下穿过帕提亚干燥的荒野，登上赫卡尼亚的群山。从未有哪支军队曾像他们这样辛苦。

里海地区经常降雨，气候闷热，使人容易生病，其附近高地在冬季极为寒冷，夏季又十分炎热。不过由于这些高地相对干燥，单纯的炎热也并不像印度那样让人无法忍受。夏季和秋季气候相对宜人。高达10000至20000英尺的山脉顶峰由冰雪覆盖，无论何时均极度寒冷。从波斯湾的布沙海尔（Bushahr）起到德黑兰（Teheran）、里海，整片土地可分为南部炎热的沙漠荒野、中部气候适中的牧场耕地以及北部寒冷荒芜的雪山三种地形。可即使是那片在波斯人口中所谓“气候最为适宜”的地区，也同样十分炎热，经常发生干旱和降水不足的情况。里海附近的土地在能够得到灌溉时十分肥沃，但这些高地有三分之二都因饱受缺水困扰而成为不毛之地。换言之，里海地区就好像是一片有着大量绿洲的沙漠，其北部地区以及山脉坡地上拥有树林覆盖，平地上却一片荒芜。

完成埃克巴塔纳方面的工作之后，亚历山大率领伙伴骑兵、轻步兵、埃瑞吉亚斯的希腊雇佣骑兵、除埃克巴塔纳驻军以外的方阵步兵、弓箭手以及阿吉里亚人组成的一个纵队，以强行军出发追击大流士。由于行军是如此迅速，不少士兵和马匹都精疲力竭，不得不被留在后方缓慢跟随。亚历山大本人则带领着其余士兵，在11天之内即抵达了今日德黑兰附近的拉吉（Rhagae），平均每日行军20英里。在这样一个炎热地区的盛夏之中，率领重步兵能达到如此速度已经非常出色了。

[image: ]
从埃克巴塔纳到扎德拉卡塔示意图



现在亚历山大距离里海门只剩下一天的路程了，不过大流士却已经穿过这条隘路逃往赫卡尼亚，并可能会进一步后退到巴克特里亚。他又一次放弃了在关口阻挡马其顿人前进的机会。由于波斯军中有大批逃兵散落在队伍后方，其行动方向也很容易追踪。其中大部分人逃回了家乡，另一部分则向亚历山大投降。按照阿里安的说法，亚历山大的部下都已经精疲力竭，对仅凭这样的追踪能否抓获大流士不抱任何希望。由于他尚未确定大流士逃往何方，快速行军也已经耗尽了军中的粮草，亚历山大给予了士兵们五天休息时间，并任命被大流士终身监禁在苏萨的欧克索达提斯（Oxodates）接替阿特罗帕提斯担任米底总督。亚历山大认为此人曾遭受大流士粗暴对待的经历足以保证其对自己的忠诚。在此之后，他开始向距离拉吉30英里的里海门前进，并在当天便穿过了这条隘路（穿过隘路本身需要3个小时）。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发现里海门以远的地区除沙漠以外别无他物，只好先派出寇纳斯前去征发给养，为进一步追击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大流士也开始担心即使如此逃命也无法甩掉可怕的追击者。他越是逃跑，军队中的逃兵就越来越多，那么他是否应该调转方向，与已经因追击而筋疲力尽的马其顿人决一死战呢？据说，大流士曾召集贵族们举行战争会议，建议他们再与敌军战斗一次。可到了此时，这些贵族们不仅彻底失去了勇气和对大流士的信任，而且军营之中也已经酝酿着叛变的阴谋。因此会议也变得十分紧张，贵族们都要求大流士退位，即使连古来已有的波斯大王权威也已经无法再保护大流士了。不过这场争吵还是平息了下来，贵族们暂时克制住了自己，并恳求国王原谅，但他们对大流士的效忠也即将走到尽头了。

当亚历山大在里海门暂停期间，他突然从巴比伦人巴吉斯塔尼斯（Bagistanes）以及马扎亚斯之子安提贝鲁斯（Antibelus）那里听说（这二人是从大流士的军营中逃出来向亚历山大寻求庇护的），贝苏斯、巴散提斯、那巴赞斯已经阴谋囚禁了大流士。阿塔巴赞预见到了这场叛乱，曾和他的儿子一起建议大流士转移到他们控制下的希腊佣兵军中，这些佣兵的直接指挥官则是帕特龙（Patron）。忠诚的佣兵事实上并不罕见，就好像是路易十六手中的瑞士近卫军为不幸的主君战至最后一人那样，几乎所有希腊佣兵都仍然对大流士十分忠诚。不过大流士本人虽然已经十分怀疑贵族们的忠诚，而且也愿意将自己交到阿塔巴赞手中，但却始终优柔寡断，一直耽搁到自己被三位阴谋者抓住。三人在一天晚上行动，按照传说，他们用一条金链将大流士绑了起来，带上一辆被遮盖起来的战车，或如寇蒂斯所言是一辆用肮脏兽皮覆盖的辎重车，以免被旁人辨认出大流士。在这位波斯大王被绑架之后，他的军队也就像烈日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不少头领率领麾下部队返回家乡，更多的人跑到亚历山大那里寻求怜悯，阿塔巴赞和希腊佣兵则向北撤退到了塔普里亚山区。

以上消息促使亚历山大加快原本已经非常迅速的脚步。他将伙伴骑兵、骑射手、枪骑兵以及最勇敢、最坚韧的一部分方阵步兵组成一支精锐部队，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战马，立刻启程追逐那些叛乱分子。由于他甚至没有等待寇纳斯带回给养，这支部队每人仅携带着两天的口粮。克拉特鲁斯留在主力中间，用较慢的速度追随国王。亚历山大昼夜兼程，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暂停行军，休息到当天晚间后又重新启程追击到次日清晨，并抵达了被巴吉斯塔尼斯抛弃的萨拉（Thara）军营。亚历山大在营地中找到了大流士的翻译梅隆（Melong），他因病被留在了营地中。从梅隆口中，亚历山大首次获悉了实情。梅隆告诉他说，贝苏斯首先篡夺了逃亡军队的指挥权，阿塔巴赞和希腊佣兵虽然仍对大流士保持忠诚，但波斯大王却更愿意信任自己的本土部队，并最终遭到了这些人的背叛。由于出身大流士亲族，贝苏斯原本受命指挥巴克特里亚骑兵以及一些其他部队，而他还统治着富可敌国的巴克特利亚省。他深知大流士对亚历山大的重要性，因此他盘算，如果自己不敌对方，便将大流士献给亚历山大，以此来换取后者允许他以君主身份继续统治原有领土；如果能够击败亚历山大，那么他便会转而寻求自己统治整个波斯。另外，他也向其余同谋者许诺将会给予他们无尽封赏。

亚历山大接下来的追击速度惊人。他在第二天夜间依然兼程行军直到第三天中午，前进到了一座在前一天刚刚被敌军当作宿营地使用过的村庄（可能是今日的巴克沙巴德）。亚历山大此时已经将贝苏斯追至一日路程之内，但也付出了大量人马损失的代价。他在这座村子里听说贝苏斯只在夜间行军，并通过详细询问村民得知自己可以从一条穿过沙漠的近路截断沿大道行动的贝苏斯。步兵根本无法穿越沙漠，也无法跟上亚历山大愈发快速的前进。必然地，此时部队的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都已经被耗尽，支撑他们的只剩下国王自己对目标的惊人执着。亚历山大在部队中又挑出500匹最好的战马，搭载500名最优秀的指挥官以及从士兵之中不分兵种、军阶挑选出的体力强健、毅力顽强者。这些人携带着自己平时使用的武器，在高温天气中沿村民指出的道路前进。跟随亚历山大至此的持盾兵和阿吉里亚士兵也分别在尼卡诺尔和阿塔拉斯指挥下以最快速度沿贝苏斯所走的大路轻装进发。剩下的部队虽然同样以强行军继续追击，但并没有在装备和人员方面做特殊安排。亚历山大从当天下午开始行动，凭借着无限的精力，在夜间前进了47英里，到天明时便出其不意地打击在了野蛮人的营地上。在过去4天中，亚历山大行军超过175英里，而他走过整个400英里路程也不过花费了11天。

由于行军速度是如此之快，当亚历山大追及敌军时，身边只剩下60名伙伴。此时正值黎明，他不做任何等待便率领这一小队人马对数千名敌军进行了一次闪电冲锋。由于亚历山大的突然出现，对方立刻陷入瘫痪。他们秩序涣散，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携带武器，很快便被驱散，为数不多坚持抵抗者也被杀死。不过亚历山大的所有努力还是化为了泡影——也许是事先早有安排，贝苏斯的同谋，直接监管着大流士的那巴赞斯、巴散提斯在看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控制这位俘虏，而且后者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便用他们的投枪刺穿了大流士的躯干，之后双双逃亡。大流士被谋杀的地点可能位于今日的达姆甘（Damghan）附近。当亚历山大找到大流士的乘驾时，这位波斯大王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亚历山大为他盖上了自己的红色斗篷以示尊敬。此时可能是当年7月份。

亚历山大一定对此极度失望。在付出了无比的艰辛之后，他还是没能活捉大流士。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东部各省就会变得十分容易征服。而他也将从把大流士这位波斯末代国王留在身边（就好像居鲁士对待克罗伊斯那样）这种处理方法中，满足自己与生俱来且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此后对贝苏斯所展开的无情追击，可能也主要来自此时的这种失望之感，而不只是像表面上那样是要惩罚他的弑君之罪。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所进行的追击已经超过了自己所能期待的结果，而他也确实配得上这样一个出色行动。他不知疲倦的追击行动，完全得益于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以及从中迸发出的超人般精力。如果不是肩负重任，这样对待士兵可能就要被评价为暴虐无谋了。与以往一样，亚历山大本人在行动中也承受着和士兵一样的炎热、饥渴、劳累以及危险，而且也是最乐于面对这些困难的一人。

在穿过沙漠的艰苦行军过程中，一些士兵曾用头盔为国王奉上一些饮水。就在亚历山大将要喝下这些水时，看到身边士兵们疲惫饥饿的面孔，他说道：“你们什么都没有，而我却要喝水？”之后便在没有喝下一口的情况下将水还给士兵。后者随即热情地回应他说：“带领我们走向天涯海角吧！只要您仍是国王，我们便不会再受凡事所累！”

事实上大流士的死对亚历山大而言可能更为有利。如果大流士还活着，他就可能会成为所有反对亚历山大的阴谋核心。而如今，亚历山大不仅从大流士的横死之中获得了好处，而且还不用背负任何杀害对方国王的罪责。只要他毫不留情地追击弑君者，就能够赢得波斯人民的好感。到了那时，除亚历山大以外，再无他人有权登上波斯王位。而且除缺乏登基的法理依据以外，亚历山大也将是自居鲁士之后最有希望将波斯带向繁荣的主人。

亚历山大将大流士的遗体送到了波斯波利斯（也有说法认为他将遗体送到了大流士母亲西绪甘比斯所在的苏萨），并按照波斯列王的仪仗为他举行了皇家葬礼。在此之后，由于怜悯大流士的不幸，亚历山大依然以最高礼节厚待大流士的亲属。

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大流士具有成为优秀国王的能力，但作为指挥官却素质低劣。他本人并不缺乏勇气。狄奥多拉斯告诉我们，在为先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效力时，大流士曾在与一位卡都西亚勇士一对一决斗时杀死了对方，并因此赢得了“最勇敢的波斯人”称号。但他的精神却缺乏坚韧和平衡，并因此招致了最终的厄运。事实上，大流士在位期间始终并不走运。在他于公元前336年登上王位之后不久，波斯便与希腊和马其顿发生了战争，他对波斯的统治，几乎正是伴随着格拉尼卡斯会战的失败而开始的。大流士去世时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此时他已经沦落为叛徒手中的俘虏，身为国王却遭锁链捆绑。

亚历山大任命曾在埃及俘获马查塞斯的帕提亚人阿明纳斯皮斯（Amminaspes）担任帕提亚和赫卡尼亚总督，同时任命伙伴骑兵出身的特莱波利马斯（Tlepolimus）统领当地驻军。



————————————————————


(1)
 事实上，除守住里海门以外，以上这些假设都很难实现。不仅因为亚历山大已经两次拒绝大流士割让领土的求和条件，而且他在天性上也绝不会厌倦征服，因为在他心中有着一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观念。也正是这种观念驱动着他紧追大流士，之后又杀死了自封波斯大王的贝苏斯。虽然这原本是一种来自波斯的东方概念，但亚历山大却将它到了西方世界。



第三十一章　讨伐贝苏斯（公元前330年7月至秋季）

谋杀大流士的同谋者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必须首先分头返回自己统领的省区，组建军队，最终与贝苏斯在巴克特里亚会合。之后他们将在那里选出新的波斯大王，并集中部队支持新王。作为大流士的表亲以及这些人中地位最显赫的一位，贝苏斯无疑有理由认为自己将成为幸运之子。可就在弑君者刚刚分散开之后，他们便开始彼此猜疑，甚至忘记了他们还拥有共同的敌人。福拉塔弗尼斯始终留在赫卡尼亚，那巴赞斯之后也来到了那里与他会合。萨提巴赞斯逃到了阿里亚，巴散提斯则逃到了德兰吉亚纳。他们之间缺乏团结的情况，无疑对亚历山大十分有利。

马其顿陆军此时已经精疲力竭，各部队也分散在先前追击的路线上，互相之间距离很大，若是在其他情况下便可能会面临巨大危险。事实上，如果大流士不是只顾逃命的话，亚历山大的凶猛追击便可能成为无谋之举。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立刻前去追讨那些叛徒的急迫心情，不过他此时也并不知道他们逃向了何方。因此他首先在帕拉柯斯拉斯山脉（Parachoathras，今拉布塔山脉）或里海山脉（今厄尔布尔士山脉）南方山脚下的赫卡东比鲁（Hecatompylus）附近将部队重新集中起来，让他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后，他决定首先侵入赫卡尼亚。这不仅是为了在里海地区获得桥头堡，同时也是为了在自己未来越过山脉时，不会在侧翼和后方留下不稳定的部落。

另外，亚历山大在这里也首次遭遇了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才能让士兵追随自己行动的情况。士兵们已经开始厌倦流浪般的生活，体力也已经消耗殆尽。在大流士死后，他们便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宣告结束，可以踏上回乡之路，或至少返回到巴比伦了。所幸亚历山大总是有着令人无法辩驳的说服力。凭借着士兵们对自己的忠诚和感情，并许诺未来会给士兵们大笔赏金（由于亚历山大始终十分慷慨，因此这一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亚历山大最终打消了士兵们的顾虑。寇蒂斯说马其顿士兵有喋喋不休抱怨不满的习惯，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也是事实。不过士兵们越是喜欢抱怨，便越能证明亚历山大说服力的高超，因为这证明他总是需要不停地劝说部下追随自己，而这些部下最终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亚历山大眼下的目标除征服赫卡尼亚以外，还希望找到曾为大流士效力的希腊佣兵，惩罚他们为金钱与同胞自相残杀的罪过。除此以外，他也怀疑波斯大王手下的部分贵族逃到了赫卡尼亚避难，他们可能会以希腊佣兵作为核心组建部队，亚历山大对此绝不能坐视不管。

位于亚历山大北面的里海山脉是里海地区的巨大前哨，各山峰高达12000至20000英尺，可供跨越山脉的只有一些漫长难行的山口。同时它也是帕提亚与赫卡尼亚的分界线，其南坡居住着塔普里亚人。靠近里海的山脉北侧则遍布着溪流，平地十分狭窄，多数地区不超过20英里宽，使整个地区如同巨大的沼泽一般。当地的树林浓密，易守难攻，同时地表植被也十分茂盛。当地气候与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
(1)

 相似，夏季干燥，冬季又会溪流泛滥。虽然在此之中仍有一些土地比较富饶，一些村庄也分布在这些沃土中间，但所有道路仍泥泞不堪。近年曾有一位旅行者途经此地，发现在不超过300英里的旅程中，就有超过20条难以涉渡的宽大河流。马其顿士兵一定十分出色，才能若无其事地跨过沙漠和雪山，而且仍能保持快速行军。作为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则更加伟大。因为正是他无可阻挡的精力和宏大的智慧，才缔造出了这些优秀的士兵！

在因情况所限而暂时搁置对贝苏斯的追讨之后，亚历山大将全军分为三个纵队，以赫卡尼亚首府扎德拉卡塔（Zadracarta）作为集合地点。他本人选择了最艰苦的西部道路前进，其手中部队人数最多，装备也相对较轻。克拉特鲁斯沿着亚历山大东面的道路前进，其手中除他自己以及阿明塔斯的方阵步兵旅以外，还有600名弓箭手以及数量相当的骑兵，他的任务是去攻击塔普里亚人。埃瑞吉亚斯则率领着剩下的骑兵、希腊佣兵以及行李和大批随营人员沿最容易通行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也是当地居民所经常使用的。

由于野蛮人已经占据了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山路，随时准备伏击亚历山大，因此后者在行军过程中也极为谨慎。亚历山大曾从色诺芬的著作中学到如何在重重阻碍中穿越山路，而现在他本人也已经积累了大量这类作战的经验。在跨过第一道山脊之后，亚历山大听说一些大流士的旧将就在自己附近，他随即率领持盾兵、装备最轻的方阵步兵以及一些弓箭手，冒着伏击风险沿一条非常难以通行的道路前进，而他也不得不沿路设置了不少后卫关卡来保护后续纵队的行军。可遗憾的是，亚历山大这次行军的细节资料却已经失传了。进抵齐奥贝提斯河（Ziobetis，该河具体位置已经无法辨别）之后，亚历山大在河边宿营四天，其间有大量人员赶来向他投降，甚至连那巴赞斯和福拉塔弗尼斯也包括在内。此后史料中便再无关于那巴赞斯的记录，可能他被迫淡出了政治、军事舞台。亚历山大凭借高超的技巧撤回了后卫部队，整个纵队也在没有遭受实质性损失的情况下穿过了山脉，只有阿吉里亚人曾在行动行将结束时被拖入了一场激烈的后卫战。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向赫卡尼亚首府扎德拉卡塔前进，并与其余两个纵队会合到了一起。在武力和谈判的双重作用之下，克拉特鲁斯已经征服了途经道路上的塔普里亚人，埃瑞吉亚斯也在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完成了行军。阿塔巴赞带着自己九个儿子中的三个来到此处投诚，其中包括塔普里亚总督奥托夫拉达提斯，亚历山大也让后者继续担任总督职务。

从没有哪位征服者能够像亚历山大这样善于将宿敌转化成自己的伙伴，他对大流士手下那些忠实总督、仆人的善待总能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坚定支持者。亚历山大能够认清，这些人对大流士的忠诚意味着未来他们也将忠于自己。而对他们的奖赏，也并不会与那些背叛大流士将重要地点、财宝献给自己之人的奖赏所冲突。亚历山大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严格的规矩或者惯例，其赏罚标准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他在这方面很少犯错，仅有的那些错误也只能提醒我们亚历山大仍然是一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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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战役示意图



阿塔巴赞曾与有姻亲关系的罗德岛人门侬一起在佩拉流亡并在那里见过亚历山大。现在亚历山大便赏赐给他和他儿子在自己身边效力的机会。从伊苏斯和阿贝拉两战中幸存的希腊佣兵也恳求与亚历山大议和，但后者却告诉这些佣兵，自己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如果不立刻前来投降，自己就要迅速率军报复他们。这些佣兵总数在1500人左右，当他们真来投降时，亚历山大在加以责备之后便原谅了他们的罪行，将他们编入自己麾下。斯巴达派到大流士宫廷的使者也在这些佣兵中间，他们随即被软禁了起来。

亚历山大早已认清赫卡尼亚在未来能够成为一支里海舰队的基地，因此他在此之前便已经派遣帕尔梅尼奥从米底北部出发进入卡都西亚，之后又沿着海岸穿过赫卡尼亚与主力部队会合，征服沿路地区，并在里海山脉以北开辟了一条道路。

从扎德拉卡塔启程，亚历山大开始掉头向西，迎着帕尔梅尼奥前进，同时这一行动也可以征服贫穷但却好战的马底亚人，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干扰他在里海建立舰队的计划。亚历山大率领着持盾兵、弓箭手、阿吉里亚人、寇纳斯和阿明塔斯的方阵步兵旅、半数伙伴骑兵以及一支新建的标枪骑兵离开主力部队所在的扎德拉卡塔营地。当地地形十分艰险，没有道路，树林密布，而且也无法提供任何补给（原因主要在于当地过于贫穷）。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对马底亚人发动了进攻。在那之前，亚历山大也已经穿过了马底亚人的领地，诱使对方认为自己已经躲过遭到攻击的危险。

亚历山大所走的道路可能位于山脊和海岸林地沼泽之间，即沿着山脚行军。里海的海面在当时要比现在更高，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海平面变化对地貌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但当时的史料与今日旅行家们的描述相去也并不太大。很多马底亚人逃到了内陆的山沟之中，但即使在这里他们也并不安全。亚历山大有条不紊地紧跟着他们，不断向各处派遣支队使马底亚人不得安宁，而在马底亚人领地另一端的帕尔梅尼奥也使他们无路可逃。马底亚人在这两支十分擅长山地作战的军队夹击之下，不得不彻底臣服。不过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亚历山大和帕尔梅尼奥是否曾在这场战役中真正会合到一起。在这次行动中，新建的标枪骑兵表现十分出色。他们的装备与帕提亚骑兵相似，在山地作战中的效率无人能及。即使从对手身上，亚历山大也能学到很多经验，他采纳了大量东方技战术，其中尤以轻骑兵方面为甚。

马底亚被划归先前刚刚确认继续担任塔普里亚总督的奥托夫拉达提斯统领。在确保了整个山脉的安全之后，亚历山大才回到扎德拉卡塔，并在那里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体育竞赛和宴会来庆祝胜利。帕尔梅尼奥则回到埃克巴塔纳继续指挥那里的驻防部队。

亚历山大在米底停留时曾收到消息称，希腊境内的反马其顿动乱已经因斯巴达人在梅格洛玻利斯血战中的失败以及阿基斯国王阵亡而暂时平息。如前文所述，这场会战以及一些现代会战的伤亡数字总是会被用来质疑亚历山大会战中那些较小的阵亡数字是否意味着那些会战并没有那么激烈。虽然我们已经对此进行过讨论，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衡量士兵的意志和素养以及将领能力的标准之一。一位将领的能力要从他的战术以及影响中去寻找，而绝不是单靠杀死敌军或己方被杀数量来衡量。历史上最杰出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屠杀敌军那么简单。难道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会战的损失数量增加三倍就能让他无与伦比的战术焕发更多光芒么？事实正好相反。是否能够凭借最少的牺牲来换取伟大战果，才是对一位将领能力的最大考验。这与在值得牺牲且形势需要时战至最后一人的勇气并不冲突。如果是亚历山大指挥梅格洛玻利斯会战，其损失可能会仅相当于安提帕特的一小部分。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二人中，也只有亚历山大能够赢得阿贝拉会战。即使亚历山大从未在东方遭遇素质优秀的部队，其功业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贬损。在与精锐部队作战时，他也能有着同样出色的表现。要知道，亚历山大第一次经历大型会战，便摧毁了全希腊无人能敌的底比斯圣团。虽然他一生从未与斯巴达人对垒，但被他击败的底比斯人也曾使斯巴达俯首认输，而他在亚洲的劲敌波斯人，也正是斯巴达国王保萨尼阿斯在普拉蒂亚会战中一直想要避免交战、最终也只是被迫投入会战的对手。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亚历山大曾面对的帕提亚人也在日后歼灭了克拉苏（Crassus）的7个罗马军团。难道只因为格兰特在弗吉尼亚损失了60000人，而只在维克斯堡损失了8000人，就要说他在弗吉尼亚的战役更为伟大么？诸如此类的对比绝无任何价值，因为衡量将领是否出色的标准完全不取决于此。可人们还是经常做出这种对比，并对其细节刨根问底。亚历山大从未放弃过任何一场会战，而总是会战斗至最终获胜。通过热情和技巧的结合，他总能在不遭受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迅速赢得会战，这正是对其能力的最佳证明。所有仔细研究过亚历山大战史的人，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使面对着优秀指挥官统领下的最优秀部队，亚历山大也还是能够赢得人类能力、耐力所及范围内的任何会战。

由于斯巴达的叛乱企图，亚历山大始终冒着后方不保的风险，但他始终对安提帕特的能力以及自己送回马其顿的战争资金抱有信心，坚信好运会站在自己一方。另外亚历山大也从未因后方安危而影响自己征服亚洲的步伐，因为他总是会在下一阶段行动开始之前将后方安全布置妥当。不少人认为亚历山大有勇无谋，但事实上他却对一切都有着精密的计算，只是他同时也具有乐观勇敢的精神。所有的伟大统帅都曾面临风险，并具有正确评估风险的能力。在斯巴达人失败之后，亚历山大确信其在作战线上沿路留下的大量驻军已经足以保证交通线安全，因此自己在向内陆前进时所要面临的风险也相应减小了。虽然他无论如何都会向内陆继续前进，但当他真正行动时，对后方安全无疑是比较满意的。幸运的是，其后方并无任何一位敌人能够与他抗衡。而且事实上，因为他是亚历山大，世上原本便无人能与他对敌。

亚历山大前往苏西亚的道路可能位于帕拉柯斯拉斯山脉北坡，此时季节适宜，除山峰以外所有道路状况极佳。也正因为如此，马其顿军队才能在携带了庞大行李纵列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高速行军。长期以来，军队中累积的辎重越来越多。亚历山大允许士兵们随军携带所有沉重的战利品，军中也充斥着大批女人，各种奢侈品更是已经膨胀到了完全不必要的地步。虽然这并不会对轻装上阵的作战人员造成影响，但行李纵列却一定已经因此而变得笨重不堪。由于他计划进入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地区，这一情况必须有所改观。亚历山大以身作则，放火烧掉了自己的行李，以说服手下士兵效仿自己。很快，行李纵列便恢复到了马其顿军队的标准规模。

据说亚历山大也是在这里首次改穿东方服饰，虽然这可能只包括一部分衣服，但这些服饰方面的改变却在未来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亚历山大会在会战中穿着任何马其顿盔甲和披风以外的服饰。他并没有抛弃曾屡次在战斗最前线引领士兵的白色羽翎，或者用任何米底君主的奢华服饰取而代之。只有以东方帝王的身份出现时，亚历山大才会使用东方服饰和礼仪。

亚历山大从近来投靠过来的波斯士兵口中得知贝苏斯已经继承了亚洲之主的宝座，开始穿着王室服饰并佩戴王冠，甚至连名字都改成了阿尔塔薛西斯。波斯军中不少人都已经逃到了巴克特里亚，而贝苏斯原有的巴克特里亚部队也仍然跟随着他。所有这些举动，都使亚历山大极为震怒。他绝不允许波斯帝国落入谋杀大流士的凶手手中，因此决定不能再耽搁对贝苏斯的征讨。亚历山大终止了已经在扎德拉卡塔进行得似乎已经有些放纵的庆祝活动，以便为出征做好准备。

亚历山大亲自率领着持盾兵、方阵、马其顿骑兵、阿吉里亚人以及弓箭手等大约20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穿过阿里亚地区向其目的地——巴克特里亚前进。阿里亚总督萨提巴赞斯已经在苏西亚臣服于亚历山大，尽管此人也是谋杀大流士的共谋者之一，但亚历山大却还是让他继续统领自己的省区，同时还专门派出伙伴骑兵出身的阿纳克西普斯（Anaxippus）率领60名骑兵驻扎在当地，负责防止马其顿军队在穿过阿里亚时对当地进行破坏，并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权威。亚历山大认为这些手段足以暂时架空萨提巴赞斯，而同时又不会引起后者抱怨。由于贝苏斯已经得到了很多大流士旧臣辅佐，又已经在等待着西徐亚人支援，因此亚历山大希望能赶在贝苏斯与其同谋者会合之前进入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持盾兵指挥官、帕尔梅尼奥之子尼卡诺尔在苏西亚去世，使全军都为之伤感。亚历山大虽然没有耽搁行动，但还是留下费罗塔斯率领2600名士兵为尼卡诺尔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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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海前往高加索的行军路线示意图



与今日一样，伊朗高原在当时也被视作“一片被光秃山脉分割开来的不毛之地”，气温在华氏0度至120度之间
(2)

 。不过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当地人口要比现在更多一些，因此为作战部队所能提供的物资也要更多。可即使口粮充足，昼夜温差却还是会使士兵叫苦不迭，而当时的日照也和今日一样暴烈。

当纵队已经向巴克特里亚走出了不少距离之后，亚历山大突然听说萨提巴赞斯在自己刚刚走过的省区里屠杀了阿纳克西普斯和所有马其顿驻军，公开宣布自己倒向贝苏斯，试图与后者会合，并已经在阿塔柯亚纳（Artacoana，位于今日的赫拉特附近）闭门坚守，很多谋杀大流士的共谋者也已经在那里与他会合。这是一个巨大威胁，再加上巴散提斯已经准备从德兰吉亚纳支援萨提巴赞斯，亚历山大绝不能容忍这种后方的叛变行为。此时很多希腊雇佣骑兵、重新入役的色萨利骑兵以及安德罗马科斯的部队已经在米内劳斯之子腓力率领下与亚历山大会合，后者也立刻停止向巴克特里亚前进（此时他所走的道路要比后来真正侵入巴克特里亚时所走的那条更易通行）。在留下克拉特鲁斯指挥大部分军队之后，亚历山大率领伙伴骑兵、枪骑兵、弓箭手、阿吉里亚人以及阿明塔斯和寇纳斯的方阵步兵旅赶往叛乱地点。在短短两天之内，他率军前进了75英里（600斯塔德，这也是亚历山大最卓越的行军之一），如同旋风一般降临阿塔柯亚纳，萨提巴赞斯仅能率领少数阿里亚骑兵逃走。亚历山大在战斗中杀死了3000名敌方官兵，并将大批俘虏卖为奴隶。波斯人阿萨米斯被任命为新的阿里亚总督，克拉特鲁斯所率军队也被召至此处。

阿塔柯亚纳以北拥有数条极佳的山路可以翻越高加索（Caucasus）
(3)

 进入巴克特里亚，高加索山脉在此处的海拔并不像帕拉柯斯拉斯山脉那样高大，原本翻越起来并不太困难。不过亚历山大却被迫要先向南进入扎兰吉亚（Zarangeia）或德兰吉亚纳（二者分别以扎兰吉亚湖和阿里亚湖得名），因为这些地方是由巴散提斯和其同谋者担任总督的。在亚历山大向南出发之后，自知叛乱罪恶的巴散提斯不等马其顿国王前来复仇，便逃向了印度河或格德罗西亚（Gedrosia）方向，不过他却在途中被随从捉拿带回给亚历山大，后者也随即将他处死。

按照拉格维尔将军的计算，亚历山大率领手下纵队从赫卡东比鲁前进至阿里亚当地走过的路程总计超过了500英里，而其实际行军时间为198小时。按照亚历山大在20天内每天行军10小时计算，士兵们每天要行军超过25英里。无论这个数字是否确切，都非常引人注目，而事实上马其顿人也确实非常善于快速行军。

可能正是这次在前往巴克特里亚途中发生的凶险背叛，导致他不得不向阿里亚进行迅速反向行军，使亚历山大感到自己必须更加谨慎，重新拾起伊苏斯和阿贝拉两战前后的明确战略，即在继续前进前完全征服所有后方地区。位于伊朗、图兰（Turan）和阿里亚纳（Ariana）之间的阿里亚在这些地区中最为重要。奥卡斯河（Ochus）与阿里乌斯河（Arius）在这里转向北方，从赫卡尼亚、帕提亚、马尔吉亚纳（Margiana）、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印度以及科芬河（Cophen）上游地区等地而来的军事大道也在这里交会。在阿塔柯亚纳以西大约100英里处，亚历山大还建立了一座阿里亚的亚历山大城。此处的居民直到今天仍在纪念着这位伟大国王。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对这一地区的地形进行了尽可能深入的调查，对道路、河流、山脉、隘路、城市的位置以及居民习性有所了解。他现在已经认清，自己绝不能放任侧翼存在一片如此广大但却态度不定的地区。因此他暂时推迟了对贝苏斯的复仇，不情愿地留给这位篡位者能够巩固地位、集结军队的喘息之机，向南进发征服沙漠以北、阿拉霍西亚山脉以西的所有部落。与直接前往巴克特里亚相比，这条道路要更长将近1000英里。直到整个阿里亚都被征服之后，亚历山大才能安全跨过巨大的帕拉帕米苏斯山脉（Parapamisus，即兴都库什）。克拉特鲁斯抵达之后，亚历山大立刻依照计划向南前进至普洛法西亚（Prophthasia），除漫长的行军以及道路难行以外，他并没有遭遇什么抵抗。

据说，在行军过程中，亚历山大曾遭遇过一支抱有敌意的部落。在马其顿人的攻击之下，部落居民沿着一座山坡上的树林撤退，而山峰背后则是一道悬崖。由于亚历山大不愿多费时间，他并没有对这些人发动直接进攻，而是放火将树林点燃，迫使野蛮人自己跳下了悬崖。对于亚历山大多样的作战手段而言，这要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只不过此事也同样证明了战争的残酷本质。



————————————————————


(1)
 意大利境内的一片沼泽。


(2)
 即摄氏零下18度至零上48度之间。


(3)
 在亚历山大的时代，高加索指今日兴都库什山脉，而非俄罗斯以南的格鲁吉亚等国。



第三十二章　“费罗塔斯的阴谋”（公元前330年秋）

在普洛法西亚，亚历山大发现了所谓“费罗塔斯（帕尔梅尼奥之子）的阴谋”。在他的一生之中，这要算是一次最不幸的事件。由于此事与军队纪律关系重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本书中加以详述。必须提及的是，亚历山大计划之宏大已经超出了部下所能理解的范围，也许只有他能够自由吐露心声的挚友赫菲斯提翁除外。以克拉特鲁斯为代表的部分马其顿将领只是出于职责为亚历山大尽心竭力，更有另一些将军们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作为一种权利，似乎当时的马其顿人拥有不亚于今日的言论自由。但随着公开抱怨的情况越来越多，亚历山大本人对这些言论也愈发难以容忍。可能他此时已经逐渐开始受到东方专制概念的影响，而其天性、人格以及先前的成功也使亚历山大逐渐接受了一人独裁的概念。马其顿士兵们并不愿接受这种概念，同时他们也认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只应该被自己踩在脚下。与此相反，亚历山大却逐渐接受了东方服饰。无论是否有虚荣心的驱使，这都是一个极好的政治策略，能够向他的东方臣民们展示自己与旧主并无不同。但这在头脑简单的马其顿士兵中间却引发了巨大争议，而那些想要效法国王却无力负担华丽服饰的人自然也对他心生嫉妒。到后来亚历山大把东方人也像希腊人一样任命为各省总督甚至将一部分人安排在自己身边，虽然这也是一个在持续胜利之下避免浪费武力的必要政治行动，但这对于马其顿士兵而言却无法理解——如果连最伟大的东方人都已经被自己所征服，为何眼前这些人却又能在职权上压过自己？在他们看来，即使是最低贱的希腊人，也要好过最高贵的波斯人，因此他们认定国王已经忘记了士兵们的效劳，而且担心亚历山大最终会像对待亚洲人一样对待他们。

早在费罗塔斯事件之前，旁人便经常警告亚历山大军中情绪有变，但他并没有对此加以注意。对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母亲也经常告诫他不要一味地信任他人。她怀疑亚历山大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谋反，只是暂时没有成果而已。不过无论如何，由于士兵们可以公开抱怨，亚历山大肯定已经意识到了士兵们心怀不满。虽然从年轻时起他便总是能够从帕尔梅尼奥那里得到建议，费罗塔斯在战场上也十分英勇尽职，但现在他却感到后者已经变得越来越敌视自己。甚至连克拉特鲁斯也并非始终支持国王，而只是依照士兵准则服从命令，克雷塔斯更是日渐疏远。这种情绪在战争会议上最为明显。所有人似乎都希望能够中止征服脚步，瓜分战利品返回家乡，只有赫菲斯提翁站在亚历山大一方。在此之前，这位国王还能够靠着慷慨和宽容来说服士兵跟随自己。但现在就连赏金都已经不再诱人，他不得不转而采用其他办法了。

如果放任这种批评发展下去，就可能会使军队丧失纪律，并由此衍生出无数危险。很难想象亚历山大如何率领一支纪律涣散的军队，在如此辽阔、艰苦且远离家乡的环境中，面对着无数敌人还能获得成功。一旦不满情绪爆发，他就只能杀一儆百。如果亚历山大不能维持绝对权威，他便无法在王位上稳坐。

帕尔梅尼奥此时已经70岁了。他的小儿子赫克托耳在远征埃及时淹死在了尼罗河中；次子尼卡诺尔虽作为持盾兵的称职指挥官赢得了全军上下的赞赏，但最近也去世了；只有费罗塔斯依旧担任着伙伴骑兵指挥官，仍以优秀指挥官的身份活跃在军队中。在马其顿，从未有哪个家族能够赢得国王如此之高的敬意。

费罗塔斯似乎曾听说亚历山大身边有一些厌倦不断冒险的人物想要谋杀这位国王，以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动来结束远征。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尽管费罗塔斯时常伴随在国王左右，但却始终不曾将阴谋告知后者。除非费罗塔斯对自己保持沉默确有合乎道理的解释，否则他确实难脱干系。最终亚历山大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这一阴谋，主谋狄姆诺斯（Dimnos）在被捕时自杀。在被亚历山大审问为何不将阴谋告知他时，费罗塔斯声称自己认为这件事实在微不足道，根本没有留意。为了能抓获所有同谋者，不打草惊蛇，亚历山大表面上接受了这个理由，费罗塔斯也像往常一样被请去参加晚宴。直到当天午夜，国王才召集了赫菲斯提翁、克拉特鲁斯、寇纳斯、埃瑞吉亚斯、佩狄卡斯、列昂纳托等最受信任的指挥官，并派他们率领适当数量的卫兵去捉拿嫌疑人，而费罗塔斯则被认为是他们的首领。

与很多马其顿士兵一样，费罗塔斯也曾或多或少地公开批评亚历山大的自大和东方化政策。很自然地，费罗塔斯会吹嘘父兄和他自己为亚历山大宏伟功业所做出的贡献。最致命的是，他还把这些话在私下里告诉了自己的情妇，后者又把这些话向亚历山大和盘托出。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持续了超过一年时间，因此费罗塔斯的厄运很可能早在此前便已经注定了，这次事件不过是导火索而已。费罗塔斯自己本非没有过错。作为一位指挥官而言，他过于自大，据说也不受部下爱戴，而且对亚历山大的不满也人尽皆知。但帕尔梅尼奥整个家族对亚历山大的忠心却始终如一。

第二天，亚历山大召集将军们组成了一个正式的军事法庭。国王本人作为原告方列出了费罗塔斯的罪行，并立刻将他交给伙伴骑兵去定罪。费罗塔斯拥有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审判官们也都是他的同僚。但这些伙伴骑兵们在审判时很可能已经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指使，无论是出于对国王的畏惧，还是因为认清这一判决可能会决定全军是否丧失纪律（军队纪律往往取决于能否施行惩罚，即使惩罚有时并不公正），在审判中，许多人指证费罗塔斯参与了阴谋。按照许多史料的记载，亚历山大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或偏见之情。普鲁塔克、寇蒂斯、狄奥多拉斯则说费罗塔斯受到了拷问，被迫供出了同伙。必须注意的是，酷刑拷问在那个年代不过是审判中的例行手段，我们并不能以此来责怪亚历山大。一些学者声称亚历山大在一道帐幕后目睹了对费罗塔斯的拷问，而且还如同懦夫般从幕后嘲弄费罗塔斯。这种说法无疑缺乏根据。尽管费罗塔斯不失为勇敢之人，但最终如许多名人一样在酷刑面前崩溃，在无法继续忍受拷打的情况下说出了不实口供：父亲帕尔梅尼奥已经长期策划想要刺杀亚历山大，即使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要伺机夺权篡位。这份供词被拿去向全军宣读，士兵们立刻高声呼喊，一致同意处死费罗塔斯和帕尔梅尼奥。于是伙伴骑兵们用标枪刺死了费罗塔斯以及所有他供认出的同伙。亚历山大也亲自派出一位名为波利达玛斯（Polydamus）的信使前往埃克巴塔纳，命令克林德、西塔西斯、米尼达斯等部队指挥官处死帕尔梅尼奥。波利达玛斯骑着骆驼，在11天内穿越过了860英里路程，赶在费罗塔斯审判的消息传到埃克巴塔纳之前很久便赶到了那里。

帕尔梅尼奥曾写信给他的儿子们说：“首先注意好你们自己，其次是你们所珍视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希望中的目标……”这句话的意味十分耐人寻味。亚历山大要么相信这位父亲也对儿子的阴谋有所了解，要么就是认为帕尔梅尼奥在听到费罗塔斯的死讯之后会变得十分危险，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发动反叛。此时帕尔梅尼奥手中拥有多达7000名士兵，而且他也掌握着埃克巴塔纳的金库。无论以上述两种可能中的任意一种而论，亚历山大都必须将他杀死。帕尔梅尼奥最终被以暗杀方式处死。这位名将将一生心血全部投注到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的功业之中，无数次地为二人冒着生命威胁作战，而当他被刺杀时，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命令正是来自年轻的国王本人。也许亚历山大没有办法公开处死帕尔梅尼奥，但这种卑劣的手段还是令人难以启齿。而且即使他已经为此多加预防，由于全军上下都十分爱戴帕尔梅尼奥，就连国王本人都对他尊敬有加，因此在镇压阴谋的血腥行动过程中，军中还是存在兵变的危险。寇蒂斯在审判费罗塔斯的长篇记录结尾也写道：“国王本人也肯定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帕尔梅尼奥和费罗塔斯在军队中权势巨大且深受爱戴，除非能够拿出有力证据来证明二者的罪恶，否则他对二人的判罚就一定会引起全军愤怒。因此在费罗塔斯拒绝认罪时，亚历山大采用了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拷打他，而当他承认了罪行之后，甚至于包括他的朋友在内，全军便再无一人对他心存怜悯了。”与寇蒂斯的大部分言语一样，这一段话也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但似乎更倾向于为亚历山大使用酷刑进行辩解。

指挥着一个步兵旅的安德罗米尼斯之子阿明塔斯和他的三个兄弟（分别是伙伴骑兵珀勒墨以及两位步兵旅长阿塔拉斯、西米阿斯）因为曾与费罗塔斯交往甚密，也同样被指控参与谋反。珀勒墨因此投敌，另外三人则在军事法庭上，当着马其顿士兵的面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并最终洗清罪名，珀勒墨也得以官复原职。判决阿明塔斯兄弟无罪的审判官似乎也还是偏向亚历山大而判处费罗塔斯有罪的那些人。不久之后，阿明塔斯便在战斗中阵亡，其余三兄弟则仍在军队中担任重要指挥官，深得国王信任。由于被怀疑是阴谋的从犯，德米特里厄斯被剥夺了侍从副官职务，由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取而代之。从此之后，原先隶属于费罗塔斯的伙伴骑兵也被分为两个团，分别由赫菲斯提翁和克雷塔斯指挥。因为亚历山大认为自己不能再将这支精锐骑兵交给任何一人单独统领，即使赫菲斯提翁也不例外。后来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证实。另外，亚历山大还专门将伙伴骑兵中同情帕尔梅尼奥者聚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单独的中队，而这支部队在日后战斗中表现也十分出众。

谋杀帕尔梅尼奥，在加沙残酷对待巴提斯的尸体，对贝苏斯的处置以及杀害克雷塔斯等行为（后两件事将在后文详述），即使这些事件在当时环境下可能并不能算作罪恶，也仍然要算是亚历山大人生中的污点。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亚历山大从不敢在自己或军队的安全问题上冒任何风险，判处费罗塔斯有罪并施以死刑的，也是他的同僚们而非亚历山大本人。一些历史学家们怀疑当时根本没有人企图谋反，并因此将整个悲剧事件归罪于亚历山大的“嗜血天性”。但事实上，当时有很多谋反嫌犯都选择了逃亡或自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这场阴谋确实存在，而且已经颇具规模。

可能从没有哪位帝王能像亚历山大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美德，同时恶行又如此之少。当然，如果愿意花费心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代史料中提取出证据来证明亚历山大是一个恶魔，但我们也同样可以从相同史料中找到他拥有超人般美德的证据。事实却是二者皆非。亚历山大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缺点，尤以过分虚荣和性格鲁莽为甚。但同时他也拥有高贵的美德。只要仔细研究所有古代史学家们对亚历山大的描述，我们就能看到这位马其顿国王有着不亚于任何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角色之人的个性。可话虽如此，无论事实如何，亚历山大又是出于何种动机而杀死了帕尔梅尼奥和费罗塔斯，失去这两位指挥官对于马其顿军队来说仍是毋庸置疑的沉重打击。

另外，马其顿士兵们在此期间还要求处死林卡斯人亚历山大。此人先前曾因亚历山大庇护而在小亚细亚逃过一死，从那时起就被羁押在军中。这一要求得到了法庭的满足。陷入疯狂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忘却了所有不满，国王也重新赢回了士兵们的热情。这次事件虽然在具体细节方面令人扼腕叹息，但最终却还是起到了整肃军队纪律的作用，军队的面貌也得到了改观。



第三十三章　翻越高加索（公元前330年秋至公元前329年5月）

在费罗塔斯的事件过后，亚历山大率军进入了阿里阿斯皮亚人（Ariaspian）的土地，其行军路线很可能穿过了今日的阿多雷斯坎（Adoreskan）谷地。阿里阿斯皮亚人善于养马，曾为居鲁士侵入西徐亚的行动提供了不少援助。马其顿人在前进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河流，但由于此时军队已经非常善于进行渡河行动，只需将其视作例行公事，因此除针对著名大河的渡河行动以外，下文中将不再对渡河过程加以详述。亚历山大发现阿里阿斯皮亚人生活在一片被山区和沙漠包围着的富饶绿洲之中，以农业为生，其独立自主的政治模式也与希腊人颇为相似，因此这位国王也对他们敬爱有加，将阿里阿斯皮亚人长期向往但却不愿通过武力夺取的土地也赐给了他们。亚历山大并没有在这里留下任何总督或者驻军，坚信单凭居民的善意和民风即足以保证其忠诚。在与他们一同居住了两个月之后，亚历山大转向东北方向的巴克特里亚，沿途征服了德兰吉亚纳人和一些格德罗西亚部落。其中格德罗西亚也是波斯帝国东南方向最偏远的省份，在今日则是俾路支斯坦（Belochistan）的一部分。四年之后，当亚历山大在此地穿过沙漠返程时，损失了其直率部队的大部分士兵。

阿拉霍西亚人同样未作抵抗便宣告降伏，他们的土地一直延伸到了将波斯与印度分割开来的山脉分水岭。梅侬受命担任阿拉霍西亚人的总督，并带领4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驻扎在当地。亚历山大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新的亚历山大城（即今天的坎大哈），以阻挡山脉另一侧的印度人侵入阿拉霍西亚，而这座城市也正位于数条通向印度的山路附近。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向科芬河方向前进，一批名为帕拉帕米西亚人（Parapamisian）的印度部落居住在朝向印度一面的高加索山脚。马其顿人从阿拉霍西亚穿越高加索山脉时正是11月份，天气十分恶劣，士兵们在大雪中饱受各种困难，食物也更感匮乏。所幸当地部落对马其顿人都十分友好，不仅没有骚扰行军，还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援助。可即使这些衣食无缺的部落，也难以供养大军通行。

亚历山大此时还得知阿里亚人已经在萨提巴赞斯鼓动下再次叛乱。先前亚历山大攻克阿塔柯亚纳时，萨提巴赞斯逃到了贝苏斯那里并从后者手中得到了2000名骑兵。贝苏斯希望他利用这支兵力在背后牵制亚历山大，使他无法进入巴克特里亚。亚历山大派遣阿塔巴赞率领包括大流士降兵在内的6000名希腊佣兵，由埃瑞吉亚斯和卡拉纳斯的600名希腊同盟骑兵支援，去镇压这次叛乱。另外，他还命令帕提亚总督福拉塔弗尼斯尽一切可能为阿塔巴赞提供支援。原属于帕尔梅尼奥的大约11000名老兵则从埃克巴塔纳前来，与主力会合到了一起，其驻防任务则由克林德所率的希腊新兵接替。援兵到来使亚历山大能够派出上述的必要支队去镇压叛乱，而指挥官们也能极富热情和技巧地履行职责，萨提巴赞斯在一场激烈会战中被杀，其手下也被击溃。任务完成后，阿塔巴赞、埃瑞吉亚斯、卡拉纳斯也重新与主力会合。

现在亚历山大已经进入了科芬山谷（今日的喀布尔谷）。这条位于尼西亚（Nicea，即今日的喀布尔）附近的谷地位于海平面6000英尺以上，其北侧便是帕拉帕米苏斯山脉。在古代时可能与现代相同，有三条主要山路能够跨过山脉，通向连接着科芬河支流以及奥克苏斯河（Oxus）支流的奥克苏斯谷地。其中东北山路从德拉普萨卡（Drapsaca，即后来的英德劳布）穿过旁都什（Pandshir）谷地延伸至卡瓦克山口（Khawak Pass），海拔高度13000英尺。西部山路沿贵霜（Kushan）山谷越过兴都库什山口通向戈里（Ghori），这也是后来亚历山大在回程时所走的道路。另外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道路，可以从戈尔班德谷（Ghorband Valley）穿过哈吉雅克山口（Hajiyak Pass）进入巴米扬（Bamian），整个路程从喀布尔算起在300英里以上。亚历山大在距离东北路径最近的地方宿营，这也是三条路中最难通行的一条。亚历山大断定贝苏斯会认为自己将沿着较为易走的道路前来，不会在东部山路的隘路上设防。不过，由于这条道路在初冬季节很难供步兵通行，马匹更是绝无通过可能，他被迫停顿一段时间，等待天气转为适宜行军。

[image: ]
翻越高加索示意图



在这段间歇期内，亚历山大在喀布尔西北大约20英里处建造了一座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即今日的贝格赫拉姆（Beghram）。他以一如既往的明智，选定通向巴克特里亚三条道路的交汇处为城市奠基。亚历山大建立这座城市不仅使士兵们在冬季结束、道路可以通行之前有事可做，其位置也足以控制他计划使用的道路，避免敌对部落在他进攻遭到失败时轻易切断其退却线。另外亚历山大也已经认清自己对兴都库什以远地区完全一无所知，那里有重重危险等待着他，因此必须小心行事。亚历山大在新城中留下波斯人波罗克塞斯（Proexex）担任总督，伙伴骑兵奈罗克塞纳斯（Neiloxenus）负责指挥驻军。根据先前几次战役的经验，亚历山大认识到接下来的战斗要求部队必须具备远比先前更加灵活的机动能力。现在他的对手已经不具备组织大规模抵抗的能力，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大规模会战。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些诸如贝苏斯手下那样散布在各地的小规模敌军，战斗规模也要远比原先更小。因此他就需要将部队分为几个支队。由于缺乏来自马其顿本土的增援，亚历山大肯定要征召东方士兵来补充缺额，这就使军队中轻装部队的比例有所增加。再加上很多老练可信的指挥官都已经身亡或者退役，而年轻军官们开始肩负更多重任，亚历山大也对军队的组织进行了大量改组。从公元前329年开始，不少年轻副官都受到了提拔，并在之后的征程中伴随国王完成伟业。

每个伙伴骑兵中队也被分成了两个连，每八个连组成一个团。这样一来，亚历山大便将伙伴骑兵改编成了两个下辖八个连的骑兵团，而不再是一支下辖八个中队的单独部队。
(1)

 如前所述，克雷塔斯和赫菲斯提翁分别指挥一个骑兵团。到后来军队规模变得愈发庞大时，似乎亚历山大又将伙伴骑兵增加到了8个团，每团拥有800名骑兵。在印度作战期间，有5位团长的名字曾被提及，分别是赫菲斯提翁、佩狄卡斯、德米特里厄斯、克雷塔斯、克拉特鲁斯以及指挥近卫骑兵的寇纳斯。

公元前331年由米尼达斯带来的400余名雇佣骑兵，也同样因征召的新兵而被扩编至一个团，至于这些新兵是否来自东方民族史料并未提及，但总体而言很有可能。另外，亚历山大还组建了一支新的骑射手部队。而步兵部队的重组则要等到他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后，有大批援兵从后方加入时才会进行。由于东方士兵通常总是更善于骑马而非步行作战，因此亚历山大在东方征召的部队大多都是骑兵。从此时起，这支军队也开始体现出与辽阔帝国一样的全新特征。马其顿陆军最初只由马其顿人、希腊人和欧洲蛮族组成，如今亚历山大又让东方人在军队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并开始用希腊的训练和传统来教导他们。对作战而言，向各族士兵灌输马其顿式纪律是必不可少的。

亚历山大的陆军中既有军事管理系统，也同样设有民事管理人员。考虑到这支军队的惊人成就，这些管理系统绝不会存在一丝多余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系统精简到单纯的战斗机器。可不论如何精简，宫廷仪仗、马其顿本土和波斯政府的管理人员、财务官员、其余一些公职人员以及各种武器装备、工程师、军需官、医疗人员也还是要必须跟随军队一同行动。由于士兵们不断穿越各种气候不同的地区，从酷热的沙漠到如极地般寒冷的高耸山峰，军队中的医疗人员也一定总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另外，军队中还会有商人、小贩、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宫廷贵客、祭司、占卜师以及大量女人跟随。整支军队便是帝国的移动都城。最令人惊讶的是，亚历山大不仅能够高效有序地掌管着这些纷繁复杂的人员，而且只要一声令下，即可从中集合出一支既能快速行军又能出色战斗的部队。像这样一位能够将如此之多互不相关甚至互相冲突的部门结合在一起，并使他们能够高效工作之人，绝不能被单纯地看作一位军事冒险家，因为其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那些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亲眼见过亚历山大之人将其视作人神的观点，要比所谓“单纯的军事冒险家”更接近事实。

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帕拉帕米苏斯山脉以南的所有部落，完全确保了后方安全。现在他可以跨过这道贝苏斯赖以作为屏障的山脉，对其发动进攻了。马其顿军队的实力也得到了帕尔梅尼奥旧部（这些人的驻防任务由后方援兵接替）以及一些希腊方阵步兵的增援。另外，亚历山大先前还曾让30000名精选的波斯青年接受马其顿式训练，据说其中一部分人也已经加入了军队。

贝苏斯是所有抵抗的核心，其手中拥有不少从大流士军中逃亡的将领、阿贝拉会战中波斯步兵残部一部分、大约7000名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骑兵以及数千名达安人。除此之外，亚历山大还要面临在冰雪中穿越山路以及给养缺乏等困难，即使将整个山脉北坡蹂躏一空也仅能收集到数日口粮。如前所述，贝苏斯曾让萨提巴赞斯率领2000名骑兵前往阿里亚，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此外他还派出巴赞斯（Barzanes）前往帕提亚去煽动叛乱，但至今也仍未有实质进展。贝苏斯现在只好将自己的部队集中起来，并为此在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扎瑞亚斯帕（Zariaspa，巴克特里亚首府，又称巴克特拉）。他曾希望亚历山大会对高加索的可怕山路望而却步，转而侵入印度而不是巴克特里亚。倘若真的如此，贝苏斯就能得到集结部队并在亚历山大背后行动的机会。同时他还认为那些新近才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也很容易掀起叛乱。作为权宜之计，他只好先派出大批小规模部队去阻挡亚历山大的前进。巴克特里亚的部落首领欧克西亚提斯（Oxyartes）、达安首领达塔弗尼斯（Dataphernes）、索格迪亚纳的斯皮塔米尼斯（Spitamenes）以及帕瑞塔塞尼亚（Paraetacenae）的卡塔尼斯（Catanes）此时都效力于贝苏斯帐下。

求知若渴的亚历山大可能已经从地理学家们身上学到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地理知识，因此也对面前山脉的高大宽广以及山路之险要有所了解，甚至可能对山脉另一侧的地区也能够略知一二。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冒险的热情以及通商需求，这位希腊王最终也踏遍了印度和波斯的偏远地区。亚历山大希望能够重建原先由腓尼基人掌控、后来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丝绸、毛皮、生铁以及很多其他商品很久以来便从此地被运往地中海地区。很明显，亚历山大绝没有将长时间快速行军后的间歇期浪费在宴会或者酗酒之类的愚行上，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他所要经过的地区。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身边除去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外，还拥有一批世界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而他本人更要算是这些人中最具才华的一位。再加上亚历山大对民族融合等问题极具热情，他无疑会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各民族及他们栖息地的特点。这并非否认亚历山大偶尔甚至经常因马其顿人的天性而放纵自己，以及过分虚荣、喜欢他人谄媚等缺点。但无论如何，他的这些缺点总还是会受到评论家们过分攻击。对这些问题的过分关注也几乎使人们对亚历山大的印象误入歧途。亚历山大确实有缺点，但它们只会在战斗间歇期才表现出来。除仅有的一些例外时光以外，他整个人生都在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度过。可能从未有哪位伟人，能够像他一样在拥有如此之多的伟大功业和美德的同时，又只有那么少的恶意和罪行。在分析亚历山大的性格时，从古代史料中进行研究，肯定要比从现代评论家的推断中去寻找更为合理。

在最寒冷的天气刚刚结束之后，亚历山大不等地面积雪融化便开始行动了。他本应再多等待几周，但却已经无法再压抑心中的急切。军队忍受着寒冷、饥饿和难行的道路，沿旁都什山谷而上，一路前进至卡瓦克山口，这里要比阿尔卑斯山脉中最高的斯泰尔维奥山口（Stelvio Pass）高出4000英尺，与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峰（Mont Blanc）相比也只低了2000英尺。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很多士兵因无力追随军队而被抛弃在道路上，另外还有一些士兵因为雪地反射的强烈光线而失明。沿途的村民虽然友善，但他们全部的财产只有几头畜牛，根本没有给养可以供给军队。在熬过重重苦难之后，纵队才终于开始下山。

古代史料对这次惊人行军的描述仅有寥寥数语。但事实上这次行军却是除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军事杰作，而且也是史料记载中首个跨越如此巨山的行动。汉尼拔因为意外情况耽搁了时间，只能在已经过晚的深秋进入山区。亚历山大却是因为急不可耐，而过早地在早春开始行动。二者均经受了暴雪和其他苦难的考验。

沿途村民要么是已经吃光了过冬的粮食（主要是小麦），要么就是将它们藏了起来，因此士兵们只能找到很少的给养，而且也无法找到用来生营火的木柴。整个山脉上只稀疏地生长着一种附有松节油的灌木，士兵们所能得到的食物也只有一些植物根茎、偶尔可以捕到的鱼以及补给纵列中依靠当地充足的盘根草为生的牛。军队沿着奥克苏斯河的一条支流下山，走得越远情况便越糟，因为那里的土地已经为贝苏斯所蹂躏了，所有的房屋都已经被烧毁，牲畜也被赶走。在马其顿人从南坡上山时，冰雪只覆盖了峰顶以下10至12英里的路程，从北侧下山时，却要面对将近40英里的艰难雪路。而且我们绝不能将亚历山大所走的道路想象成今日阿尔卑斯山脉的军事大道。严格来讲，在马其顿人的行军路线上，根本没有道路可言。

到了第15天，在经受了惊人的苦难之后，军队终于抵达了他们路线上的第一座巴克特里亚城镇——德拉普萨卡。在这里，士兵们得到了一些休息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在先前的行军中有多少士兵伤亡，虽然史籍中记载战马已经损失殆尽，但对于人员的损失还是只能依靠猜测。另外，关于后来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那场更为恶劣的行军，虽然军队人员多半都没能走出沙漠，但也并无详细的损失数字。在古代史料中，只有那些在战斗中光荣阵亡的士兵才会被提及，而这些阵亡者与在各种恶劣野外环境中丧命的士兵相比数量要算很少的。
(3)

 如果亚历山大先前没有转向南方进入德兰吉亚纳，从苏西亚进入巴克特里亚的道路原本要更为好走一些。如前所述，这也是亚历山大原本所选择的道路，只是南部各省的叛乱威胁才使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到他抵达高加索时，由于其位置已经向东延伸太远，只得选择在绵延的山脉中翻越关口，进入巴克特里亚。

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原本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被波斯征服之后便成了帝国东疆的桥头堡。虽然他们成了波斯大王的臣子，但也从未被彻底征服，始终保有自治权。在先前的战役中，与其说贝苏斯是大流士的臣属，倒不如说他是波斯的盟邦领袖。贝苏斯带到阿贝拉战场上的西徐亚人、塞人也被描述为“波斯大王的盟军”。而亚历山大现在也即将面临这些狂野的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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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与索格迪亚纳示意图



从德拉普萨卡出发，亚历山大很快便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穿过地势较低的那一部分山区，进抵奥尔纳斯（Aornus），之后又穿过了一些富饶的平原向扎瑞亚斯帕前进。始终认为单凭山脉天险和将山麓北坡化为赤地即可阻挡对方入侵的贝苏斯如梦方醒，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险境。亚历山大方一出现，贝苏斯便退到了奥克苏斯河背后，并烧毁了所有可供对方渡河的船只，一路逃到了索格迪亚纳的那乌塔卡（Nautaca）。在看到贝苏斯无力保卫自己的省区之后，巴克特里亚骑兵立刻便四散而去，全部逃回了家乡。不过索格迪亚纳人和达安人却仍留在了贝苏斯身边。

抵达扎瑞亚斯帕之后，亚历山大仅在一次攻击之下便将其攻克。阿塔巴赞和埃瑞吉亚斯此时也从镇压阿里亚的行动中返回。亚历山大任命阿塔巴赞为巴克特里亚总督，伙伴骑兵阿基劳斯（Archelaus）则率领一支合适的留守部队驻扎在奥尔纳斯，此处也正好位于亚历山大来到巴克特里亚时所走的隘路出口，现在这里就被当作兵站使用。至少从表面来看，帕拉帕米苏斯山至奥克苏斯河之间的地区轻而易举便被征服了。

公元前329年春季，亚历山大开始着手征服索格迪亚纳。从地形上讲，这片地区可以非常容易地对马其顿进攻进行长时间抵抗。其首府马拉堪达（Maracanda）位于一片人口众多的富饶平原，其西部是一片沙漠，其余三面都由山脉壁垒保护，非常难以接近。除易守难攻以外，索格迪亚纳还能征召起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并将其送到阿里亚、帕提亚、赫卡尼亚等地，在亚历山大的后方行动。达安人、马萨革太人以及查可萨提河以远的西徐亚人也随时可能会劫掠亚历山大的交通线，甚至一些在重赏之下加入贝苏斯一方的印度王公也可以沿着科芬河支流源头进抵奥克苏斯河源头地带。由于山区和沙漠都可以作为临时避难所，亚历山大对索格迪亚纳的征服工作将非常困难。而这与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失败如出一辙。

从富饶的巴克特拉开始，通向奥克苏斯河的道路非常贫瘠，这也使行军变得非常困难。整片地区甚至没有一条小溪能够延伸50英里以上，而且当地天气在这个季节也十分酷热干燥。由于沿途有大量士兵累倒，证明亚历山大很可能并没有事先预料到这次行军会如此艰难。不过当军队抵达奥克苏斯河之后，士兵们便将河水打好，送回给沿途倒下的人员，拯救了其中大多数人的性命。据说直到最后一位幸存的落伍士兵被救回之前，亚历山大从没有卸去铠甲休息片刻，始终都在为救援士兵奔忙。不过即使如此，狄奥多拉斯还是说这次行军途中死亡的将士要比任何一次会战都更多。

奥克苏斯河是亚历山大迄今为止所面对的最大河流。该河深度极大，宽度达到了0.75英里，水量巨大且湍急，河底的沙层也很难支撑桥桩。由于贝苏斯已经摧毁了上下游很大范围内的所有船只，如果亚历山大想要架桥或者造船渡河，光是收集木料便要花费很长时间。不过亚历山大总还是有办法渡河——他重新用起了在多瑙河上使用过的兽皮浮囊。他在这些帐篷皮里填满稻草或其他轻质浮力材料，之后又将皮囊缝合起来，组合起来当作浮筏、浮桥使用，单兵也可以单独使用一个浮囊渡河。仅在五天之内，亚历山大便将全军送到了河流对岸，整个过程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这种使用浮囊的方法历史悠久，而且十分常见。即使到了今天，该地区的渔民们据说仍在依靠一些天然材料制成浮囊渡河或者捕鱼。

渡河之前，亚历山大让一些已经疲惫不堪的马其顿老兵以及再次服役期满的色萨利骑兵返回了马其顿。据说每位骑兵都得到了一笔相当于2200美元的现金，步兵也得到了相当于500美元的财物。由于亚历山大发放赏金的差别很大，因此很难从中推测出什么发放规则。另外，他还派遣一位伙伴骑兵——斯塔萨诺（Stasanor）去阿里亚取代阿萨米斯，因为他认为后者已经在贝苏斯的挑拨下心生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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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奥克苏斯河之后，亚历山大以强行军向贝苏斯前进。由于近期的不断撤退以及谋杀大流士之后混乱的管理能力，贝苏斯的盟友此时大多已经对其丧失信心。再加上他们都已经为亚历山大渡过奥克苏斯河的明显进攻意图所吓倒，急于与这位征服者议和。因此当亚历山大还在路程之中时，贝苏斯的主要部下——斯皮塔米尼斯、达塔弗尼斯、卡塔尼斯、欧克西亚提斯便派出使者觐见亚历山大，告诉他这些人已经反叛了贝苏斯，并且像抓捕大流士那样把贝苏斯抓了起来。他们向亚历山大承诺，只要后者能提供帮助，他们就会把贝苏斯交出来。为此亚历山大派遣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带领着三个中队的伙伴骑兵以及枪骑兵、费罗塔斯
(4)

 的步兵旅、1000名持盾兵、阿吉里亚轻步兵以及半数的弓箭手等大约6000名士兵，其兵力足以在对方拒绝的情况下强迫其交出贝苏斯。托勒密以强行军前往索格迪亚纳，亚历山大本人则率领着余下的军队以稍慢速度在后追随。据说托勒密在四天之内便走完了平时要用十天的路程（四天总计走了大约150英里，平均每天37英里左右），抵达了野蛮人前一日离去时留下的营地。斯皮塔米尼斯和达塔弗尼斯并不愿意亲自交出贝苏斯，于是他们将贝苏斯单独关在了一个村子里，之后二者便退出了村子，任由托勒密自行前来抓获贝苏斯。当这位奸诈但却不幸的王公被用缰绳牵到亚历山大面前时，他浑身赤裸着、脖子上带着木枷。亚历山大命人用鞭子抽打、羞辱贝苏斯，之后又把他发落回扎瑞亚斯帕，后来又处死了他。由于史料中并没有提及亚历山大如何处置斯皮塔米尼斯、达塔弗尼斯、卡塔尼斯、欧克西亚提斯等人，因此他们可能已经得到了原谅，但并没有被任命为某地的总督。

在索格迪亚纳，亚历山大收集到了大量马匹来补充骑兵部队在跨越高加索时的损失，因此大部分骑兵也终于能够重新上马作战。之后亚历山大便前进到了马拉堪达（今撒马尔罕），并在当地留下了驻军。这座城市附近有一处今天被称为阿尔索格（Al Sogd）的富庶谷地，可以为军队提供大批给养。到此时为止，索格迪亚纳南部已经被亚历山大所征服了。不过当他向北进发时，他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抵抗。



————————————————————


(1)
 这一改编应是在费罗塔斯死后，亚历山大将伙伴骑兵交给赫菲斯提翁和克雷塔斯同时指挥时进行的。


(2)
 这一点在克雷塔斯从苏萨前往埃克巴塔纳与亚历山大会合时能够收集到多达6000名康复病患、伤患中即可见一斑。


(3)
 这一点可以参考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时的损失数字。当他在公元前218年深秋进入山区时，其手中拥有多达50000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但到进入内高卢（高卢分内高卢、外高卢）时却已经只剩下20000名步兵和6000名骑兵。不过他在途中一路遭到野蛮人袭扰，这是亚历山大翻越高加索时不曾面临的困难。


(4)
 并非那位帕尔梅尼奥之子。



第三十四章　查可萨提河（公元前329年夏）

完成索格迪亚纳南部的征服工作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居鲁波利斯（Cyropolis，位于现代的火站河附近）进发。这是索格迪亚纳最后一座城市，以建城者居鲁士的名字命名。居鲁波利斯与查可萨提河相距不远。亚历山大曾将查可萨提河（在波斯语中意为“大河”）误认为居鲁士曾渡过的阿拉克西斯河（Araxes）。阿里安有关于地理方面的记载经常有误，而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虽然他是在亚历山大数百年后犯下的这些错误，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历山大自己在地理方面自然而然所犯的错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国王不完整的地理知识，从没有阻碍他利用自然或人工制造的环境条件进行攻击、防御或永久占领某处。

也是在这一带，在穿过一些西徐亚山脉中连接着马拉堪达和居鲁波利斯的关口时，一支马其顿征发队在隘路中迷失方向，遭到野蛮人伏击溃散。之后，这些人数大约在30000人左右的野蛮人便逃到了山脉中一个拥有数座要塞或易守难攻之处的部分。亚历山大决心立刻惩罚这一行径。他带领着装备最轻的部队追击野蛮人，对他们的主要据点勇猛地发动攻击。尽管这些野蛮人也和亚历山大在该地区遭遇的其余部落一样，很少与敌人短兵相接而只从远距离用矢石攻击对方，但由于对方阵地极为坚强，数次攻击最终都无功而返。一如既往勇猛过人的亚历山大本人也在率领士兵冲锋时被一支箭矢射断了腓骨。这件意外反而点燃了士兵们的愤怒，其进攻愈发无可阻挡。该地很快便被一次新的攻势所克。不少野蛮人遭到屠杀，但更多的人选择自己跳下悬崖。在这3万野蛮人中，仅有不到8000人从屠杀中逃生，臣服于亚历山大。此后一段时间中亚历山大只能被担架抬着行军，并由各骑兵、步兵单位轮流护卫。对这位国王而言，被迫修养的这段时间一定非常烦躁，尤其是此时全军正需要他的活力、精神以及体能来领导。

大约也正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亚历山大屠杀布兰奇达埃（Branchidae）后人的事情。这位布兰奇达埃曾将米利都阿波罗神庙中的财宝献给薛西斯，之后逃过希腊人的复仇伴随波斯大王逃到波斯，最终在索格迪亚纳定居。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布兰奇达埃一族都没有与野蛮人通婚或者杂居。亚历山大认为有必要铲除这些人。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行为绝对不可原谅。但这种对敌人施以非人待遇之事并不奇怪。或许亚历山大屠杀这些人也只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复仇，就好像是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残忍屠杀一样。

亚历山大现在所在的地区（现代的费尔干纳）位于西徐亚高加索的崎岖山岭与又宽又深的查可萨提河之间。这里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文明世界与西徐亚野蛮部落的分界线，即使现在，查可萨提河也仍是鞑靼人（Tartar）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其南方和东方是一片极为崎岖的山脉地区，北面是湍急的河水，侵入者只能从西面进军。由于还有富庶的印度等待着他去征服，亚历山大绝无任何越过这条边界的打算。他只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方便未来自己想要进攻这些野蛮人时再行利用。另外，这个桥头堡在与野蛮人进行商贸交流时，也将发挥重要价值。

在西徐亚边境不远处，当时仍有一系列现已不可考的要塞城镇或据点。在它们之中，有七座大城，其中又以居鲁波利斯为最重要的一座。亚历山大在这些城市中安排了驻军，并且占领了隘路以掩护后方的退却线，之后才在查可萨提河下游的狭窄水道旁宿营，河水也在此处转向北方流入现代鞑靼地区（Tartary）的沙漠平原。

起初亚历山大与西徐亚人保持和平的意图似乎就要实现了。被称为欧洲西徐亚人的所谓“国王”派来了一位使者觐见亚历山大，而亚洲的阿维安西徐亚人（Abian Scythian）也派来了另一位使者。荷马曾称亚洲西徐亚人是整个世界最为公正的民族，而这可能要归因于他们贫穷、与世无争、与邻为善的特点。亚历山大派出一些伙伴骑兵与使者同行，表面上是要向对方国王表示善意，实则也要观察对方领地的地形、物产、财力以及军队状况。作为这些示好行动的补充，亚历山大还在查可萨提河附近建造了一座新城市，如果未来有必要对西徐亚发动远征，这里就将成为行动基地。而如果西徐亚人首先发动进攻，这座城市也能作为桥头堡抵挡对方侵入。亚历山大认为，由于当地人口稠密，再加上他留在此处的驻军和移民，该城人口一定会快速增长，成为当地重镇。这座城市的具体位置并不明确，但很可能就是今日的火站河（Khojend），倘若真是如此，该城便再一次印证了亚历山大为城市选址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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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城之战示意图



亚历山大认为治理高加索地区最好的办法仍是民族自治，就如同他征服亚洲途中一路所做的那样。他坚信应让被征服的部落在当地政府中享有更多席位，以此来确保他们效力于自己的利益。这一次，为达成同样的目的，亚历山大决定召集索格迪亚纳人进行集会，以此来商讨如何才能最好地管理该省。不过由于马其顿人计划在当地建造一座设防城市，导致索格迪亚纳人并没有理解亚历山大的好意，反而认为他是想要把所有部落首领召集起来一起杀掉，以此来一劳永逸地将他们变为奴隶。毫无疑问，他们的这一疑心也因贝苏斯余党煽动而变本加厉。最终索格迪亚纳人发动了叛乱，他们抓住了上述所有七座城镇中的马其顿驻军，将他们全部屠杀。之后索格迪亚纳人便紧闭城门，加强城镇防御。与此同时，马拉堪达的斯皮塔米尼斯和巴克特里亚多地也因为相同原因发生了叛乱，这些行动之间甚至可能是早已互相勾结好的。叛乱者们先前可能认为一旦自己将贝苏斯交给亚历山大，后者就会离开这里，而他们自己则仍可保持对领地的统治。因为亚历山大宣称自己就是为了追讨谋杀大流士之人才来到了这里。但现在他们却发现亚历山大旨在完全征服这片土地，才终于煽动起了叛乱。这些叛乱者们早已看清亚历山大所在的位置是如何危险。

听到当地人叛乱的消息之后，亚历山大立刻开始行动。亚历山大此时并未听说自己后方也发生了骚乱，而他也没有预料到叛乱地区如此之大，不过他还是决心立刻先将面前的动乱镇压。他命令所有连队都要准备好攻城梯，并命令克拉特鲁斯以强行军前往这片地区最大的城市居鲁波利斯，用工事和壕沟封锁该城，在城外建造攻城武器，并保持时刻对其展示武力，以免该城向其他城市提供支援。居鲁波利斯本身由石墙环绕，卫城内也具有大批守军。

国王本人则率军前往距离马其顿营地最近的城镇加沙
(1)

 ，此处也仅有泥土、岩砾堆砌的胸墙保护。到达当地之后，亚历山大立刻开始行动，很快就凭借着弓箭手、投石手以及随军的小型攻城武器将城墙清理干净，方阵步兵也借着攻城梯爬上城墙。在第一次进攻之下，亚历山大便迅速攻占了加沙。城内全体男性都被屠杀，妇孺则被当作战利品分给士兵，整个城镇也都被夷为平地。紧接着，可能距离不远的第二座城镇也在同一天便遭受了同样命运。亚历山大在这一天的卓越战果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无穷精力。第二天，他又攻克了第三座城市。

在所有这些事务进行过程中，亚历山大还在另外两座距离较近的城镇周围设立了一道骑兵封锁线，以免二者的居民逃往高原地区。在看到城镇燃烧的浓烟，并从少数幸存者口中得知前三座城市的命运之后，正如亚历山大所料，两地的居民试图逃亡。但他们却被环绕在四周的骑兵无情斩杀，几乎所有人都命丧黄泉。这样一来，在短短两天之内，亚历山大便攻陷并毁灭了五座城市。反叛者之所以受到如此严重的挫败，多半是因为他们轻率地放弃了自己唯一擅长的游击作战，反而与马其顿人去打自己绝非敌军对手的围攻战。

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向已在克拉特鲁斯封锁之下的居鲁波利斯前进。地位最高、决心最坚定的野蛮人都已经集中在了这里，而且该城还拥有厚重高耸的石墙保护，无法仅凭一次突击便将其攻克。已经有大约15000名士兵和不少低级首领们聚集在了此处。就在亚历山大开始砍伐厚重木材、建造攻城武器、准备摧毁城墙之时，他突然发现查可萨提河的一条支流从居鲁波利斯城墙下方通过。按照阿里安的说法，这是一条只在雨季才会涨满的人工水道，现在却已经干涸了，完全可以被当作一条进入城内的通道使用。亚历山大立刻命令伙伴骑兵、持盾兵、弓箭手和阿吉里亚人前往距离水道最近的城门，自己则率领一支小部队，在攻城武器和轻步兵从远端利用比平时加倍的火力吸引居民注意力的同时，从水道秘密进入城内，很快便将他那支精锐部队所面对着的城门打开了。马其顿人随即从此攻入城内，占领了城市。不过野蛮人并没有立刻屈服，他们虽然已经丧失了城市，但还是必须为自己的性命而战。双方爆发了激烈战斗，亚历山大被对方投石兵击中了头部和颈部，再次受伤，克拉特鲁斯也被弓箭射中。激战之中马其顿军队受伤人数极多，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军官。最终野蛮人被逐出了他们坚守的市场，城墙上的守军被扫清，从城市远端发动进攻的部队也与亚历山大会合到了一起。大约80000名野蛮人遭到屠杀，其余大约7000人逃入了卫城，仅仅一天的围攻之后，这些人便因缺乏水源而投降了。居鲁波利斯陷落之后，第七座城镇也在第一次攻击之下便被亚历山大攻克，其中大部分居民也被屠杀。

大量幸存者被绳索串在一起。亚历山大将其中算得上领袖人物的人都送到外乡，以免他们未来再生祸端，七座城市也被尽数夷为平地。这一做法是否合理尚待争论，但必须注意的是，亚历山大自始至终都秉承着善待投降者，但以最野蛮、严厉的手段惩罚投降后又行叛乱之人的政策。在先前的情况下，亚历山大面临的情况不仅是几个部落是否臣服，而更是自己的生死存亡。如果不能彻底击败这些野蛮人，他自己便无路可走。好在亚历山大凭借迅猛的行动，才成功打开了返回索格迪亚纳的道路。不过这一初步成果的效力却只是暂时性的。

与此同时，西徐亚人在听到动乱的消息之后，很快便组成一支军队在查可萨提河对岸宿营，准备在局势有利时渡河参与到战争之中，同时他们还在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上嘲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此时已经得知斯皮塔米尼斯再次叛乱，包围了马拉堪达卫城内的马其顿守军。马萨革太人、达安人、塞人据报已经加入了骚乱，欧克西亚提斯、卡塔尼斯、科瑞尼斯、奥斯塔尼斯（Austanes）以及许多知名首领也在发挥领导作用。亚历山大十分清楚这些叛乱与之前七座城镇的动乱有联系，而且也已经完全认清自己的形势，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有必要先阻止西徐亚人发动入侵，之后才能掉头去对付斯皮塔米尼斯。因此他只好先派出安德罗马科斯、米尼德玛斯（Menedemus）、卡拉纳斯率领800名希腊雇佣骑兵以及1500名希腊雇佣步兵前去对抗叛乱。另外，由于亚历山大认为大部分叛乱人口应该还是更倾向于和平的，因此他还为这支部队安排了一位翻译法纳基斯（Pharnuches），此人过往在与野蛮人的交流中表现得十分聪明（阿里安说此人的地位在上述几位将领之上）。他认为有了这支兵力去吸引对方注意力，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足以使他自己能够先解决查可萨提河一线的问题，再转向南方去镇压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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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徐亚弓箭手



亚历山大必须在前往巴克特里亚之前解决西徐亚人问题的原因显而易见。若不能在查可萨提河附近取得显著的胜利，他便不能转身离去。此时河对岸的西徐亚部队人数虽少，但在他们背后的沙漠中却可能集结着一支大军。如果他不能给西徐亚人一个沉痛教训，一旦他撤离查可萨提河之后，自己背后就总要面临西徐亚人骚扰。与以往一样，亚历山大总是将战争全局而非细节问题摆在首位。只要情况允许，他便一定会采取行动，将局势扭转过来。

在三周之内，亚历山大加强了查可萨提河上那座城市的城防工事，将其命名为乌尔提玛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Ultima）。部分希腊佣兵和一些无法再负担远征劳顿的马其顿人被安置在城内，同时一部分经过选拔的野蛮人以及现已没有威胁的原有七座城镇居民也被迁入城内。另外在这座城市的居民中，还有一部分是亚历山大本人出资买下的俘虏，而他们也被用抽签的办法挑选出来，服役于驻防部队之中。与此相对，同样被安置在这里的希腊人，一定会感到自己只不过是被遗弃在这里的哨兵而已。按照常例利用运动会和献祭来为这座最偏远的亚历山大城奠基之后，亚历山大将注意力重新转回西徐亚方向。这些野蛮人现在愈发不安和大胆，甚至开始尝试从河对岸干扰筑城工作。他们组成小股部队，嘲笑亚历山大不敢过河与自己交战。从对方的这些行动中，亚历山大也认清西徐亚人绝非自己在过去所遭遇的那些弱小民族，必须给予他们严厉的教训才行。

按照惯例，亚历山大在前进之前举行了献祭仪式，但祭司阿里斯坦德却告诉他牺牲显示出的征兆对己方不利。因此亚历山大推迟了作战行动。当然，由于他本人的伤病尚未痊愈，因此他可能也并非不愿意推迟行动。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再次为渡河献祭，这一次祭司又说预兆表示国王本人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但亚历山大却宣布说自己宁愿冒险渡河，也不愿被野蛮人继续嘲笑下去，因此决定不再耽搁时日。

亚历山大无疑是比较迷信的，他对此也毫不掩饰，其母更是异常迷信。可话虽如此，亚历山大也并非狭隘、偏执之人，他绝不会允许任何牺牲征兆压倒自己的决心。亚历山大本人也说：“我们不可能总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作战。毫无疑问，我本人也愿意在牺牲显示吉兆的情况下作战，但作战需要却优先于谨慎。如果任由西徐亚人肆意侮辱而不给予其惩罚，那么巴克特里亚人也会受此鼓励。我们必须扮演进攻者的角色，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自己居于防御地位，那么就离失败不远了。”

尽管对全军许下豪言壮语，可按照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却绝非信心十足。与阿贝拉会战前不同，他当天夜间无法入眠，始终紧盯着对岸的营火。不过这也并非毫无理由。阿贝拉会战前夜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够安然入眠，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将才、手下劣势兵力的勇气以及平坦开阔的战场都具有十足信心。可在查可萨提河岸，他却面临着对作战地域一无所知的危险情况。此时他的后方已经因叛乱而发生危险，正面也面对着进退不得的窘境。不过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行动，在任何意义上都完全没有表现出过分急躁之下常有的弱点。

查可萨提河这一段地区在旱季是可供军队横渡的，但亚历山大手中可用的工具也只有那些皮质浮囊。在渡过奥克苏斯河时，轻装部队直接凭着浮囊过河，重骑兵和方阵步兵在由浮囊支撑的木筏上渡河，马匹则自行游到对岸。亚历山大现在刚从伤病中恢复，这次行动也是他复出后第一次指挥作战，因此也受到了士兵们热诚的欢迎。为掩护渡河，亚历山大将攻城武器排列在岸边向对岸的野蛮人发射矢石。在被它们射杀的一部分野蛮人中，有一位似乎是将领或著名勇士的人物，被巨弩直接射穿了藤条盾牌和亚麻胸甲。西徐亚人对马其顿人能够从如此之远的距离上使用矢石打击自己感到大为震惊，很快便从河岸撤退到了较远的位置上。这也是第一次在攻势渡河行动中使用炮兵的确切记录。在吹响渡河号角之后，亚历山大乘着第一条浮筏开始渡河，其手下士兵也把盾牌互相连接起来组成盾墙或龟甲阵来在渡河过程中抵挡对方箭矢。弓箭手和投石手首先登上对岸，英勇地与西徐亚人展开散兵战斗，阻止对方重新接近河岸。与此同时方阵步兵和骑兵相继乘着木筏过河，各部队的马匹则被拴在相应木筏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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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徐亚人的会战示意图



渡河之后，亚历山大让一个团的希腊辅助骑兵和四个中队的枪骑兵趋前投入战斗，这些部队总人数在1200人以上。西徐亚人在与这些部队交战时十分聪明，他们并没有与对方进行白刃作战，而是始终以环形队形围绕在希腊人周围，用弓箭和标枪射伤了不少敌军，几乎就要将马其顿人击败。看到手下部队的巨大压力之后，亚历山大在弓箭手、阿吉里亚部队以及巴拉克鲁斯的轻步兵掩护之下将骑兵集中在一起向前推进，迫使西徐亚人放弃散兵战斗，组成了一条完整战线。紧接着，亚历山大又命令一部分轻骑兵去迂回对方侧翼，同时自己率领着三个中队的伙伴骑兵和枪骑兵，排成纵队向对方高速推进。西徐亚人发现在亚历山大纵队的快速行动面前无法施展其散兵战术，因而发生了动摇。再加上他们根本抵挡不住马其顿人的冲锋，很快就被彻底击溃，大约1000人被杀，另有150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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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徐亚人



亚历山大立刻发动追击。此时天气十分炎热，追击的距离也很远，士兵们由于大多只能饮用死水，因此干渴难忍。亚历山大以身作则，但也因此很快就在追击过程中染上重病，使凶兆成为现实。追击随即终止，精疲力竭的国王被抬回营地，此后数日内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不过他饱经磨炼的体格最终还是战胜了疾病。在这场查可萨提河会战中，亚历山大一方有160人阵亡，将近1000人受伤。由于只有不超过6000人真正与对方交战，伤亡比接近20％。包括1800头骆驼在内，马其顿人夺得了大量战利品。

亚历山大对西徐亚人的胜利取得了预期效果。不久之后，西徐亚国王便派出使团向亚历山大道歉，声称查可萨提河边的这些部队只不过是一群杀人越货之徒，他们无法无天的行动与西徐亚宫廷毫无关系。西徐亚国王表示效忠于亚历山大，愿意为后者所提出的一切任务效力。亚历山大并不打算花费时间在查可萨提河以远的地区与对方交战。不仅因为他必须立刻返回索格迪亚纳，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只要抵达居鲁士征服的最远疆界，其虚荣心便已经可以满足了。因此他也愿意相信使者们带来的消息，并给予他们温和的答复，让他们在不需交纳赎金的情况下把俘虏带了回去。这一慷慨的举动，再加上他们亲眼所见的会战过程，使亚历山大的盛名在西徐亚人中间就像七年前在多瑙河蛮族部落中一样为光环所包围。亚历山大的声望，正是他抵挡这些部落入侵的最有力武器。



————————————————————


(1)
 并非地中海东岸的那座加沙城。



第三十五章　剿灭斯皮塔米尼斯（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8年秋）

亚历山大在查可萨提河耽搁的时间，使索格迪亚纳境内的叛乱获得了不小进展。半是靠着威胁，半是靠着哄骗，斯皮塔米尼斯已经诱使全部当地人都加入了叛乱，这些居民本身也好像陶匠手中的泥土一样逆来顺受。查可萨提河的延误不可避免，而且这方面的事务方一了结，亚历山大便立刻开始向马拉堪达方向前进了。

到此时为止，斯皮塔米尼斯和他的直属部队根本无法奈何马拉堪达守军。马其顿驻军不仅能守住卫城，甚至还曾发动了一次成功的突袭，使斯皮塔米尼斯损失了大量人员，之后又毫发无损地返回卫城。后来，当斯皮塔米尼斯听说亚历山大派到马拉堪达的支队已经近在眼前后，他便只好从这座首府周围向西撤退了。想要建功立业的解围部队指挥官们并没有满足于已有战果，在抵达马拉堪达后便急忙开始追击斯皮塔米尼斯，试图对后者的胆大妄为施以惩罚，并在斯皮塔米尼斯向沙漠撤退的过程中对其后卫进行了严重干扰。但在成功的鼓舞之下，他们不明智地前进到了一片草原上，并攻击了一部分西徐亚游牧部落，因为马其顿指挥官们怀疑这些部落是斯皮塔米尼斯的盟军，或至少也为他提供过援助。这些游牧部落立刻便被激怒，决心加入索格迪亚纳人的叛乱，并为他们提供了600名精锐骑兵作为支援。

看到马其顿人指挥无方，斯皮塔米尼斯决心冒险一战。他将西徐亚沙漠附近的一块平原作为战场，因为在这里他可以以疏散队形与对方交战，将东方骑兵的个人性英勇施展出来。另外，斯皮塔米尼斯也拒绝与对方进行白刃战，因为在这一方面东方人绝非马其顿人对手。他命令骑兵绕着马其顿方阵发射弓箭、标枪，从四面八方攻击对手。一旦马其顿人向某一方向冲锋，那里的东方部队就会后退，避开马其顿骑兵的进攻。当对方停止追击后，他们又会反身重新投入战斗。在不停的运动之中，马其顿人逐渐耗尽了体力，而对方却凭借数量优势仍然维持着机动性。另外，斯皮塔米尼斯的马匹精力相对充沛，安德罗马科斯的手下却早在来到马拉堪达途中便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在过去数日中只能得到半份口粮。由于西徐亚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使马其顿人不得休息，后者愈发进退不得，大批人员在这场非正规会战中或死或伤。

原本便是为执行外交而非军事任务而来到此处的法纳基斯拒绝再担任远征指挥官，其余将领们也不愿接手这一绝望局面。马其顿军队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指挥官。他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将全军组成四方阵向波利提米图斯河（Polytimetus，今索格-库什科河）的丛林河谷前进，在那里寻求掩蔽。但各部队之间根本没有协调可言。卡拉纳斯率领着部分骑兵试图过河，但却并没有将自己的行动告知安得罗马科斯，于是步兵们只好乱作一团地跟在骑兵后面。此时士兵们的士气已经崩溃，再加上缺乏指挥，当他们到达渡口之后便丧失了秩序。看到这一情况，始终紧随在后猛烈压迫对方，等待良机的野蛮人立刻从河流两侧同时对马其顿人发动进攻，四面八方的攻击使方阵彻底陷入混乱。撤退演变成了溃退，除阵亡和受了致命伤的士兵以外，大部分幸存者都逃到了波利提米图斯河中的一座小岛上。野蛮人随即从远距离包围了该岛，用弓箭将这些人全部射死，只留下少数人当作战利品暂时投入残酷的奴役之中，不久后这些人也被杀害。据说只有60名骑兵和300名步兵从这场失利中幸存。

关于这场悲惨的战役，阿里安和寇蒂斯记录的经过相差无几。马其顿人一反常态地表现拙劣，多达2000人的损失比亚历山大征服整个波斯过程中在会战中阵亡的士兵还要更多。这再一次证明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成百上千的士兵，更取决于将领的指挥。亚历山大在为这支部队选择指挥官方面犯了大错。斯皮塔米尼斯则以高昂的士气回到马拉堪达，准备再次围攻卫城，而这一次他对成功抱有更大的期望。

听到噩耗后，亚历山大对这场丢脸的失败极为恼怒，立刻准备亲自出马。现在他已经安顿好了查可萨提河方面的事务，已经开工的新城也足以作为这一线的前哨。亚历山大带领着一半的伙伴骑兵、持盾兵、弓箭手、阿吉里亚人以及轻装的方阵步兵前往波利提米图斯河谷，克拉特鲁斯负责率领其余部队追随国王。从不放缓行动脚步的亚历山大这一次在三天之内行军多达170英里，第四日早上便抵达了马拉堪达。可斯皮塔米尼斯却在听说亚历山大即将到来时就解除围攻逃之夭夭了。亚历山大将对手追至沙漠，赶过波利提米图斯河，但却始终无法追上对方。在从河岸上的战场通过时，亚历山大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为阵亡将士举行了下葬仪式，所有尸骨尚存的士兵都得到了掩埋。另外，作为报复，亚历山大蹂躏了整片土地。为他人之间仇恨而付出代价的索格迪亚纳人只好可怜地逃往每一个可供求生之处，并为所有城镇、村落设防。他们无法指望敌人手下留情，而亚历山大也确实没有这样做。他如同暴风雪一样席卷了当地的所有村庄和农场，屠杀了所有曾参与那场战役的野蛮人，即使他们绝大部分已经逃到设防地区也无法幸免。这些城镇一个接一个地被夷为平地。据说在这次报复行动中，不计女人和孩子在内便有12万人遭到屠杀。只有恺撒对高卢人的屠杀在可怕程度上能超过这次大劫。

亚历山大在马拉堪达留下普柯劳斯（Peucolaus）指挥3000名守备人员，之后便回到了扎瑞亚斯帕，准备在那里过冬。在索格迪亚纳遭受厄运之后，亚历山大无须多费精力便使巴克特里亚人臣服了，该省的叛乱本身也不像索格迪亚纳那样深入。根据寇蒂斯的记载，在残酷的屠杀之后，亚历山大又继之以宽大的手段，并因此获得了成效。不过一些叛乱首领还是逃到了山地要塞之中，试图在那里抵挡亚历山大的追击。

当年冬天，亚历山大就在扎瑞亚斯帕宿营过冬，大量增援也在这里与他会合。虽然后方省区的总督和其他民政官员都存在着大量问题，但这种援兵能够跨越如此广大的土地而没有遭遇太多困难，无疑证明了亚历山大沿路建立一连串要塞线的有效性。

不过在扎瑞亚斯帕宿营期间，马其顿人并不清闲，除运动会和宴会以外还要为当地进行建设。据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建立了6座城市，而贾斯汀则说是12座。原先引发了叛乱的那场首领集会，也终于成功召开了。贝苏斯也被捆绑着带到这里接受审判，并被削去鼻耳。之后贝苏斯又被发配回了埃克巴塔纳，可能一路上都被示众，并最终在目的地被处死。这一套程序都是以东方惯例进行的。

亚历山大身上的缺点，绝非只有现代评论家能够看到，阿里安等古代史学家当然也十分明了。在其记录最为准确的著作中，他也写道：“对贝苏斯采用这样过火的刑罚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对犯人处以断肢之刑是野蛮行为。我同意那些认为亚历山大放任自己模仿米底人、波斯人，并按照这些外国君王习俗，将手下子民视作劣等人的观点。我也不赞成他不穿马其顿传统服装而改穿米底服装，特别是因为他自称赫拉克勒斯后代，就更不应该如此。此外他对于使用被征服者波斯人的头饰替换征服者马其顿人的头饰也并不感到羞愧。我倒是认为，亚历山大的光辉伟业能够证明（也只有此事能够证明），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魁梧、出身如何显耀高贵、在战争中建立如何伟大的功业，即使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超过了亚历山大，甚至完成了亚历山大想办而未能办到的事——带领舰队环绕利比亚和亚洲，把二者全部征服，又再加上第三大洲欧洲，这一切，对他本人的幸福来讲，都是无益的。只有当他在全世界面前完成这些宏伟事业的同时，能够从中学到如何当自己的主人，才不算是徒劳。”

无法否认，波斯习俗对亚历山大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亚历山大没有接受东方人民更为习惯的华丽仪仗而是保持了自己神祇一般的性格，如果他没有像后来一样盲目自大而是保持着清醒，毫无疑问他将会成为一位更加完美之人——在拥有惊人能力、天生诚实大方的同时还能维持着马其顿式的淳朴。但事实上，虽然亚历山大是完美的统帅，却绝非一位完人。所谓“马其顿式的淳朴”并非天生形成，而且从政治上来讲也并不明智。亚历山大最初所掌握的国土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隅，而他所征服的土地却占去了地图大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至少在某些方面采用这些帝国组成民族的服饰，也都是一项合理的决定。当然，正是来自马其顿的淳朴、纪律、智慧以及高超指挥能力才使他能够完成这些超乎常人的成就。

之前提及从希腊来到扎瑞亚斯帕的援兵，其指挥官包括吕西亚总督尼阿卡斯、卡里亚总督阿桑德罗斯、叙利亚总督阿斯科莱皮奥多拉斯及其副手米尼斯、埃波利卡斯（Epolicus）、米尼达斯、托勒密以及数位色雷斯将领，总计兵力达到了17000名步兵和2600名骑兵之多。亚历山大此时也正急需这支军队来补偿前几次战役带来的兵员缺额。帕拉帕米苏斯山以北的牧民、山民部落十分好战，人人皆兵，绝不会因一两场会战失利就全面崩溃。与之相比，他们西面那些省份中每年向波斯缴纳贡税的和平居民只有少部分人携带兵器，其余则都是工匠和农民。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援兵，亚历山大可能很快就要站不住脚了。这些新来的部队则改变了天平的倾斜方向。法国海军上将拉格维尔曾评论道：“相比之下，当拿破仑皇帝在莫斯科城下宿营时，没有一位战略家认为他处在灾难边缘，或是指责他在鲁莽冒险。当亚历山大踏入奥克苏斯河与查可萨提河之间的土地时，无疑要比莫斯科的拿破仑更为鲁莽，这位马其顿国王从不曾在如此危险的战场上作战。”不过亚历山大的所谓“鲁莽”要算是被迫为之，深入俄国远达莫斯科城下则只是拿破仑的一个行动选项而已。若想要牢牢控制住整个伊朗高原，就必须征服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在西徐亚边境上进行战斗对亚历山大而言也别无选择。若想要从查可萨提河上离开，就只有在不损失任何胜利果实的情况下成功撤退或完全毁灭两条路径。与其说亚历山大鲁莽，还不如说他是格外勇敢。

帕提亚总督福拉塔弗尼斯和阿里亚总督斯塔萨诺也押解着前任阿里亚总督阿萨米斯、被派到帕提亚活动的贝苏斯拥护者巴赞斯以及其他一些俘虏来到此处。这些人也正是谋害大流士的主谋者中最后被抓获的一批。随着他们被俘，后方的抵抗活动可以算是被粉碎了。

先前被亚历山大派去出使欧洲西徐亚人的伙伴骑兵现在也已经返回。由于老王逝世，他的兄弟继承了王位，因此这些伙伴骑兵也带回了另一位使者。这位新王也同样希望与亚历山大保持友谊，甚至还邀请亚历山大带着手下军官来与他家族中的女性通婚，而这在西徐亚是被看作最高礼物的。毫无疑问，这位西徐亚国王是想要建立互相平等的同盟关系。另外，亚历山大还接见了一个克拉斯米亚（Chorasmia）
(1)

 使团，这些人生活在里海和乌拉尔海之间，其国王法拉斯米尼斯（Pharasmenes）担心亚历山大认为自己也参加了斯皮塔米尼斯的叛乱，因此亲自带领使团和1500名近卫骑兵觐见亚历山大，恳请后者与自己订立同盟条约，并承诺说如果亚历山大想要去征服与克拉斯米亚毗邻的亚马逊人（Amazon），自己愿意提供向导和给养。对这两方面的使者，亚历山大都给予了礼貌的接待和满意的答复，并且让他们与巴克特里亚总督阿塔巴赞建立了友谊。

早前亚历山大曾将里海想象成环绕大陆的大洋一部分，而他心中的理想疆界即以这个大洋为界。但现在他已经从自己手下军官以及野蛮人两方面的报告中得知，里海距离大洋可以算是差之千里，二者之间的广大土地上也生活着无数被他称为“西徐亚人”的民族。
(2)

 因此亚历山大只能退而求其次，与这些野蛮人订立同盟，并在疆界上建立屏障阻挡他们进入帝国境内，而不会再将征服范围扩大到野蛮人的领地内。亚历山大对帝国疆界应有范围的计划总是极具常识。他告诉法拉斯米尼斯，自己要首先征服印度，在成为亚洲之主后，他才会返回希腊，再从那里出发沿赫勒斯滂、博斯普鲁斯前进征服黑海沿岸。到那时，他就会欣然接受法拉斯米尼斯的同盟和援助。当此之时，一心想要征服印度的亚历山大非常急于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方面的事务做一了结，他对这次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反复拖延早已失去了耐心。

亚历山大的征服计划非常成熟，实现手段既简练又聪明。他将对波斯进行征服的疆界划定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上游山脉、奥克苏斯河、查可萨提河以内，东疆则以印度河和海达斯佩河（Hydaspes）为限，并在河岸上建立合适的城市、军事前哨为这些河流设防，以使其成为抵挡对岸蛮族部落的屏障，而疆界以内在自己治下的边境民族又是一道更好的血肉屏障。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亚历山大对于其庞大功业有着清晰认识的最佳证明。

可无论如何，入侵印度的战役都注定要被推迟下去了。就在亚历山大正在为远征印度进行准备之时，索格迪亚纳人又一次发动叛乱，起兵反抗亚历山大派去统治他们的总督普柯劳斯。之前的惩罚不仅没有使索格迪亚纳人驯服，反而使他们变得绝望。当时有不少人聚集成小股队伍逃入山区避难，从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领袖人物带领难民占据一切城堡、村落、隘路、高地、树林等天然或人工建成的险要之处严密据守。这一新的问题要比先前更加棘手——索格迪亚纳人越是绝望，形势对亚历山大就越危险。普柯劳斯手中仅有3000人马，根本不敢尝试去镇压叛乱，甚至连马拉堪达谷地都很难保全。即使亚历山大本人，在给阿拉霍西亚、高加索、乌尔提玛等地的亚历山大城留下驻防部队之后，能够立刻调动起来对付索格迪亚纳人的兵力也已经不足10000人。亚历山大居于弱势。所幸斯皮塔米尼斯此时仍在马萨革太人的土地上避难，无法领导这次叛乱。另外，在隆冬之际，上述的增援也与他会合到了一起，而这又被一部分人看作是其“好运”的一个例证。

当年年初，亚历山大从扎瑞亚斯帕启程。在给该城留下了需要修养的伙伴骑兵、80名雇佣骑兵以及少数近卫部队作为驻防军之后，他又将波利伯孔、阿塔拉斯、格尔吉阿斯以及梅利埃格等四个已经得到援兵加强的步兵旅拆散成数个支队部署在巴克特里亚各地，确保当地人口臣服，并继续镇压那些忠诚尚且存疑的地区。另外，为了让有限的军队能覆盖更多地区，亚历山大又将手中剩下的部队分成了5个独立的纵队，由赫菲斯提翁、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佩狄卡斯、阿塔巴赞、寇纳斯以及他本人各自率领一支。由于敌人只是一些孤立的小股部队，因此这种安排也并无危险。就在亚历山大刚刚抵达奥克苏斯河岸并在那里宿营时，国王的营帐旁突然有一股轻油从地下喷了出来（也可能是早已有之但却才刚刚发现）。根据这一预兆，祭司阿里斯坦德寓言这次战役一定会获致成功。

很不幸，关于这场会战并没有太多史料存世。索格迪亚纳人又一次犯下了致命错误，放弃了足以长时间拖延马其顿人行动的游击战，而选择坚守设防城镇。五支纵队从索格迪亚纳人的土地上横扫而过，征服了一片又一片土地，一部分凭借武力，另一部分则是对方主动投降。这些纵队的前进路线很可能位于奥克苏斯河、波利提米图斯河以及二者的支流上，其行动一直远达迈加斯河（Margus）以远地区，并最终在马拉堪达会合。根据寇蒂斯的说法，亚历山大本人所率的纵队沿着奥克苏斯河向下游前进，之后又溯迈加斯河而上前进到了麦吉尼亚（Marginia）或阿拉霍西亚（今梅尔夫）。他在这里建造了6座要塞（两座面向南方，四座西方），用以抵挡达安人从里海方向侵入。

[image: ]
五支纵队的行动示意图



接连不断的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行动一定已经使索格迪亚纳几乎化为焦土。亚历山大之前必须彻底将叛乱镇压下去，可到了战争将这片富饶土地变成荒漠之后，又必须重新给当地导入人口。为此亚历山大命令赫菲斯提翁在当地建立了数座新城，将外来居民迁入城中，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重新扶植农业。但即使如此，要想恢复索格迪亚纳曾经的繁荣，也还是要花费数十年时间。

尽管斯皮塔米尼斯的命运要到几个月后才落下帷幕，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在此对其加以详述。

由于北面和东面的山区尚有不少地区未被征服，亚历山大自然也担心斯皮塔米尼斯会逃到那里去煽风点火。若得到一位领袖，这些叛乱就可能酿成大祸。因此亚历山大从马拉堪达派遣阿塔巴赞和寇纳斯的两个纵队进入马萨革太人的土地上去追捕据称已经逃到那里的斯皮塔米尼斯，同时他本人则亲自带领着另外三个纵队进向索格迪亚纳尚未平定的叛乱城镇。凭借着快速的行军，亚历山大把这些城镇彻底孤立起来，将它们征服了，之后他又回到了马拉堪达。关于这次战役并没有详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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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格迪亚纳的最后一次战役示意图



在此期间，斯皮塔米尼斯已经集结起了600名马萨革太骑兵，再加上一些旧部，从山地里走出来攻击了一座巴克特里亚的马其顿边境要塞。斯皮塔米尼斯可不是什么无能之辈。他将守军诱出城堡，之后又设伏占领了要塞，杀死了所有守军。在胜利鼓舞之下，斯皮塔米尼斯深入到了扎瑞亚斯帕，一路烧杀蹂躏。不过当他已经收集了大量战利品之后，并不愿意进攻这座城市。如前所述，该城中仅有索塞迪斯（Sosides）之子培松和阿里斯托尼卡斯（Aristonicus）率领的数位伙伴骑兵病患、80名希腊雇佣骑兵、少数近卫兵以及他们的随从。这些部队数量虽少，却绝不容忽视。他们从城门中冲出来，适时地打击在西徐亚人身上将其击败，并抢走了他们的战利品，杀死的敌军也不在少数。可就在这些马其顿人感到自己脱离危险、开始返回扎瑞亚斯帕时，他们却突然遭到对方伏击，损失了7名伙伴骑兵和60名雇佣骑兵。阿里斯托尼卡斯战死，培松也负伤被俘。就在斯皮塔米尼斯准备攻城时，克拉特鲁斯从信使那里听到了这一消息（此时克拉特鲁斯的所在位置却并不清楚），并立刻开始向此处前进。斯皮塔米尼斯自知无法对抗正规部队，便率领着大约1000名骑兵逃向沙漠。克拉特鲁斯追上并击败了他们，杀死了150人，其余敌军则逃走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已经97岁高龄的阿塔巴赞因年事过高退休，巴克特里亚总督职位被交给了阿明塔斯。原本亚历山大想要任命克雷塔斯担任该职，但后者却遭遇了不幸，我们也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详述。寇纳斯则被留在索格迪亚纳，指挥他自己和梅利埃格的方阵步兵旅以及400名伙伴骑兵、马弓手以及阿明塔斯手下由巴克特里亚人、索格迪亚纳人组成的旧部宿营过冬。另外，寇纳斯还肩负着监视斯皮塔米尼斯的任务，此时后者感到自己无法在巴克特里亚立足，正在索格迪亚纳边境游荡。

在命令赫菲斯提翁返回巴克特里亚为冬营安排给养之后，亚历山大追击着一些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叛军跨过了波利提米图斯河，到达了克塞尼帕（Xenippa）。由于不想被卷入冲突之中，克塞尼帕人拒绝叛军入境。大约2000名叛军只好调头抵抗，在一场激烈战斗中损失了800人之后，叛军被迫求和。

亚历山大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希西米特里斯（Sisimithres）岩地要塞。该地的具体位置已经不为人所知，但一些学者认为希西米特里斯距离马拉堪达有数百英里远。在亚历山大历经艰难险阻抵达该地之后（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对这座要塞进行直接攻击），这座要塞最终选择了投降。

与此同时，斯皮塔米尼斯决心在索格迪亚纳进行最后一搏。除自己的叛军以外，他还招募到了3000名渴望抢劫战利品的西徐亚骑兵。后者既无家业又无居所，一贫如洗使他们总是想要凭借抢劫发财。斯皮塔米尼斯带领着这支部队前进到马萨革太人与索格迪亚纳交界处的巴吉亚（Bagae）。始终保持着警戒的寇纳斯率军迎击，在一场激烈战斗中将对方击败，杀死了800名叛军，己方则只有37人阵亡。经此一役，斯皮塔米尼斯手下的巴克特里亚人和索格迪亚纳人都感到局势已经无望，不愿再为自己缺乏运气的首领效力，集体向马其顿人投降了。只有西徐亚人在毁掉了所有辎重后，与斯皮塔米尼斯一起逃到了沙漠。可即使在这些西徐亚人中，也有很多跑回到寇纳斯那里投降。不久后，西徐亚人听说亚历山大已经亲自率军赶来，便杀死了斯皮塔米尼斯，将他的首级献给亚历山大作为和解礼物。寇蒂斯的说法则与此不同，他在书中说是斯皮塔米尼斯的妻子谋杀了他，并将首级献给了亚历山大。硕果仅存的叛乱者达塔弗尼斯后来也被达安人交了出来。现在亚历山大终于可以开始重建这一片曾被称为“东方花园”但却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土地了。



————————————————————


(1)
 即花剌子模。


(2)
 西徐亚人事实上不过是希腊人对已知世界以外一切民族的总称。



第三十六章　克雷塔斯（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8年冬）

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在斯皮塔米尼斯被杀之前的那个冬天里，亚历山大对享乐愈发放纵着迷，终于在马拉堪达酿成了最令人扼腕的一场悲剧。亚历山大杀害了因醉酒而口出恶语的克雷塔斯，只可能是因为过分膨胀的虚荣心以及酒醉之下出现的自制力失控。亚历山大很少失去自制力，这些错误也并不影响征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借口。与费罗塔斯谋反事件不同，克雷塔斯之死与亚历山大的战史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但既然大部分史学家都会把它当作重要议题来讨论，而克雷塔斯又是最出众的马其顿将领之一，那本书也不能将其一笔带过。作为检讨亚历山大人格的一个窗口，此事也极为重要，值得花费些笔墨。

采用部分东方服饰、礼仪，并鼓励或至少是默许手下对自己行跪拜礼等行为，毫无疑问也是亚历山大人格的缺点，就如同他会偶尔放纵自己一样。只不过酗酒并不像改换服饰、礼节那样是来自于政治需求。正是从这些问题之中，诞生了卫兵谋反的事件，并导致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和侍卫希摩劳斯（Hermolaus）被处死。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超人般的成功已经给他的人格造成了负面影响。他的精神力量虽然绝无任何衰退，但一些人类天性中的缺点却也逐渐显露了出来。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亚历山大从母亲那里继承来了十分暴躁的激情和迷信。当他的胜利逐渐扩张时，这些缺点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埃及阿蒙神庙的祭司曾宣布亚历山大是神祇之子。虽然亚历山大在当时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而只是将其当作政治手段来运用。可随着接连不断的胜利，虽然有证据指出亚历山大仍在同伴之间拿这一神谕取笑，但事实上他可能也已经逐渐开始相信自己确是神祇之子。另外，即使亚历山大最早采用东方服饰和习俗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但现在他过分奴役手下的行为也已经超出了必要和适当范围，遭热爱自由的马其顿人怨恨。他们仍然铭记着腓力的诚实和伟大功业，对亚历山大自称出身于其他血脉十分厌恶。在马拉堪达的一次宴会上，虽然当天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纪念日，但亚历山大却选择向两位孪生神灵卡斯托耳（Castor）与波鲁克斯（Pollux）献祭。到亚历山大放任自己的马其顿习性开怀畅饮之时，他与马其顿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激烈爆发了。

在宴会中，不少人围绕着亚历山大，称颂他的神祇血统，甚至将他与赫拉克勒斯相提并论。近卫骑兵指挥官，德罗皮达斯之子“黑人”克雷塔斯，在大醉之中却仍然保持着马其顿人的男子气概，站起身来指责这些人是在诋毁自己热爱的先王腓力，长篇大论地唱起了反调，并当面告诉亚历山大：他所取得的胜利，都应归因于腓力建立的军队和他训练出的将领们；被亚历山大杀死的帕尔梅尼奥和费罗塔斯所建立的功业也并不比他少，甚至还要更多；而他克雷塔斯自己也曾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救过亚历山大一命。与亚历山大相比，克雷塔斯无疑要醉得更加厉害一些。据说亚历山大面对这些挑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耐心和自制力，甚至还转头对一位邻座的希腊人说：“你们希腊人不觉得自己在马其顿人中间就好像是生活在野兽中的人神么？”克雷塔斯的言语和行为即使对于普通人而言也要算是最恶劣的侮辱，更何况他现在面对之人是一位国王！亚历山大对他的容忍，完美诠释了“伙伴”（Hetairoi）
(1)

 一词的含义。从未有过哪位现代君王能够容忍如此出言不逊之人。即使整个人类历史上，敢如此妄言者也无一不被以忤逆之罪处死。最后亚历山大终于被无休止的嘲讽所激怒站起身来，克雷塔斯则赶紧被朋友们拉到了门外，情况似乎就要以此和平收场。可就在此时，克雷塔斯却又回到了大厅里继续口出狂言，亚历山大也愤怒至极，摆脱了同伴的拉扯，从卫兵手里夺过一支长矛刺死了克雷塔斯。紧接着，亚历山大便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大错，并为此伤心欲绝。亚历山大的忏悔虽然并非虚情假意，也绝不能被当作为他开罪的合理借口。

另外，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对亚历山大是出于虚荣才想要让臣子像对待波斯先王一样对他行跪拜礼的说法做一说明。虽然这种礼节是自东方宫廷继承到了亚历山大身上，而且对东方人而言也要算是正统礼节，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对此却十分厌恶，认为这违背了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伙伴”关系。无论亚历山大的初衷如何，现在都已经无法找到可使两方协调的政策了。可以确定，亚历山大的马其顿近臣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应将东方习俗推广到所有民族，但绝大部分马其顿人还是对此极为抵制，只有少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接受了这种礼制。后来在扎瑞亚斯帕的一次宴会上，亚历山大授意一群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文学家对自己进行跪拜，试图以“突然袭击”的方法，不顾条件限制，一劳永逸地使所有人都接受东方礼仪。在这次宴会上，哲学家阿纳克萨库斯（Anaxarchus）将亚历山大比作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其他谄媚之徒也纷纷附和这种吹嘘，并纷纷向亚历山大下跪。大部分马其顿人对演讲内容和这些人的行为都感到作呕，但他们心中记着克雷塔斯的悲剧，没有公开批评。

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有两位哲学家最为杰出。其中卡利斯提尼斯曾告诉亚历山大，决定这位国王身后是非评价的，并非其宙斯之子的名义，而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另一位哲学家，阿布德拉（Abdera）的阿纳克萨库斯则完全与卡利斯提尼斯相反。此人对亚历山大百般奉承，就连亚历山大自己都感到他的奉承实在过分。误杀克雷塔斯之后，此人劝解亚历山大说，宙斯之子绝不会犯错。卡利斯提尼斯敢于反对跪拜礼，此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外甥，也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要求之下，卡利斯提尼斯才伴随在亚历山大身旁，以亲眼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将来撰写史籍。亚历山大的宫廷中总有大批艺术家、史学家、哲学家甚至于演员和其他学者，亚历山大本人也非常乐于看到这些人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也发自内心地赏识这些人的才华。在扎瑞亚斯帕的宴会上，赫菲斯提翁邀请卡利斯提尼斯一起加入对亚历山大的膜拜，却遭到拒绝，卡利斯提尼斯甚至还公开指明自己为何拒绝。亚历山大当时并没有对此作任何表示，卡利斯提尼斯也因这次欠妥但却勇敢的发言而成为军中的名人。

大约与此同时，一些侍卫试图谋杀亚历山大。阴谋主使者索波里斯之子希摩劳斯曾因行为不端而被国王处罚，此人头脑中满是极端的马其顿思想。希摩劳斯与阿明塔斯之子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os）商定，待到他们值更为亚历山大站岗时，就刺死这位国王。此外还有另外四人也加入了这起阴谋之中。但在他们计划行事的当天，亚历山大却在一位随军女祭司的建议下直到深夜才吃晚饭，导致阴谋落空。而在下一次机会到来之前，希摩劳斯的阴谋就败露了。有罪的卫兵都被抓了起来，卡利斯提尼斯也受到牵连。军事法庭按照惯例，处死了那些卫兵，卡利斯提尼斯由于并非马其顿人，只是收押入监。但按照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记载，卡利斯提尼斯死在了监狱里，托勒密则说他被吊死了。据说亚历山大曾将自己和卡利斯提尼斯之间的矛盾写信告知亚里士多德，后者对此也感到五味杂陈。在希腊式的言论自由之下，亚历山大愈发焦躁，他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朋友的危险程度，几乎已经不亚于战时他给敌人带来的威胁了。

本书绝没有成为一部亚历山大传记或当时世界历史的打算，而只是为描述战争艺术的发展而对亚历山大作为士兵的行为加以叙述评论。不过，我们也很难略过如此重要的个人事件。因为此事证明即使是一位取得了如此丰功伟绩的将领，作为一个人类而言也一定是有缺点的。



————————————————————


(1)
 直译为“国王的伙伴”，指兵种时为伙伴骑兵之意。



第三十七章　罗克珊娜（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27年冬）

冬季即将来临时，寇纳斯和克拉特鲁斯指挥下的各支队在那乌塔卡与亚历山大重新会合准备过冬，帕提亚总督福拉塔弗尼斯和阿里亚总督斯塔萨诺也来到了此处。亚历山大做出了一系列总督任免的决定，福拉塔弗尼斯取代因玩忽职守被捕的奥托夫拉达提斯成为马底亚和塔普里亚总督，斯塔萨诺被任命为德兰吉亚纳总督，阿特罗帕提斯取代欧克索达提斯成为米底总督，斯塔米尼斯（Stamenes）也接替了过世的马扎亚斯担任巴比伦总督。索波里斯、米尼达斯以及埃波希拉斯（Epocillus）则被派回马其顿征召新兵。

巴克特里亚的叛乱已经归于沉寂，索格迪亚纳也已经被彻底压平。尚未平定的只剩下聊聊几个叛军残部聚集的要塞，但他们对整片地区的安定却还是举足轻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巴克特里亚人首领欧克西亚提斯已经带着全家逃到了索格迪亚纳的索格迪亚之岩（Sogdian Rock，亦称阿利马扎斯之岩），这是一座难以接近的山地要塞，守军已经囤积了足以抵抗长期围攻的给养，山顶的冰雪也能作为水源供给。

亚历山大不待冬季结束便早早开始了行动，因此也遭遇了极为猛烈的风暴，行军十分困难。据寇蒂斯说，被冻死者多达1000人。狄奥多拉斯则非常详细地描写了亚历山大如何精力充沛地鼓励手下努力渡过难关。史料中所记载的恶劣天气，与今日旅行家们对高加索地区的描述别无二致。

亚历山大抵达索格迪亚之岩时冰雪尚未融化。这座山峰高度极大，其四周的岩壁接近垂直，任何直接攻击都会注定失败。如何才能围攻这样一座要塞成了无解的问题。要塞周围几乎没有道路可以上山，唯一能登上山峰的道路只需数十人即可扼守。若马其顿人想要尝试攀山而上，冰雪也会带来更大的阻碍。可如此困难的情况却使亚历山大决心更盛，阿里安说原因在于“野蛮人傲慢无礼的挑衅使国王变得好胜而顽固”——亚历山大本想以允许安全出城为条件招降守军，但却遭到守军嘲笑，说除非他能找到“长着翅膀的士兵”，否则他们便不害怕任何敌人，这立刻便激起了亚历山大的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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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格迪亚之岩示意图



由于要塞背后还有一道更高的岩壁，因此这座要塞可能是建立在从山脊侧面向外突出的一块岩石上。由于要塞下方也都是垂直的，只有占据其背后的岩壁，才能压制住索格迪亚之岩。亚历山大让一位传令官在营地中寻找敢于尝试攀岩的士兵，许诺给予他们重赏——第一个登上岩壁的人将得到12台仑黄金（14500美元），第二位能得到9台仑（11000美元），很多士兵受此激励纷纷报名。在这些人中，亚历山大挑选出300名志愿者，他们都是曾在围攻和山地作战中学会攀登城墙、悬崖的专家。这些人带着绳索、铁制的帐篷钉，在午夜之中，选择对方不会设防的最危险道路，借助打入岩石裂缝、冰块或者冻土中的铁钉向上攀登。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危险至极，有大约30名士兵在攀爬过程中跌落殒命，而他们的尸体甚至也无法被收回掩埋，这足以证明这座山峰是何等难以攀登。不过到了第二天黎明，绝大部分士兵们已经登上了山顶，开始在那里大肆炫耀，并挥舞象征成功的白色围巾。

亚历山大立刻派了一位传令官去告诉守军，他已经找到了“长着翅膀的士兵”，并且再一次要求欧克西亚提斯投降。事实上，这一小队人马占领岩壁本身的军事价值根本不足以迫使对方投降，但其给守军带来的震惊却使他们认为登上岩壁的人远比事实更多，而且也已经全副武装。这些添油加醋的想象，再加上亚历山大的威名在当时也总是与超自然力量互相联系着，最终使欧克西亚提斯接受了投降条件。

欧克西亚提斯的女儿罗克珊娜（Roxana）也在大量俘虏中间，据马其顿人说，她也是自大流士之妻斯塔蒂拉死后他们所见过的最高贵美丽的女性。罗克珊娜沦为亚历山大的俘虏后，国王本人却为她的魅力所俘获。他就如同先前对待斯塔蒂拉那样，尽可能体面地接待这位公主，不久后又和她结婚。这样一来，欧克西亚提斯不仅得到了原谅，而且还获得了最高的荣誉。亚历山大在愿意原谅他人这一方面，是绝对令人钦佩的。
(1)



索格迪亚之岩投降后，亚历山大将矛头转向了位于奥克苏斯河上游帕瑞塔塞尼亚（Pareitacae）境内的科瑞尼斯之岩（Rock of Chorienes）。科瑞尼斯本人和不少叛乱首领都在这里避难。关于科瑞尼斯之岩所在位置争议极大，尽管古代史学家们对其地形记载十分详细，但却从未指明其所在位置。事实上，地理学家至今都并不了解那块地区。切斯尼上校（Colonel Chesney）认为这块也被称为“欧克西亚提斯之岩”的要塞应位于里海东南海岸附近，德洛伊森则认为该地应位于奥克苏斯河上游，即切斯尼所说的位置以东700英里处。本书无意为这些争议做一判断，也绝不会去论证科瑞尼斯之岩到底位于何方。但依据亚历山大的行动过程来看，这座要塞应该是位于索格迪亚纳—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东侧，而并非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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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尼斯之岩示意图



不过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前往科瑞尼斯之岩的行军都必须跨过一座最艰险的雪山。士兵们在行军中饱受暴风雪和食物缺乏的折磨，不少人都被冻僵甚至冻死。与往常一样，国王本人也与士兵同甘共苦，但这并不能减轻士兵们本身所受的痛苦。由于此时已经是早春时节，若亚历山大是向海拔较低的西方行军，士兵们未必会承受如此艰苦的条件，因此这也从侧面证明科瑞尼斯之岩应位于索格迪亚纳东部的观点。

亚历山大所进行的山地行军总是有着最高水准。他有着似乎能跨过艰难险阻的能力，但可惜我们对这些行军的细节知之甚少。当重要的细节没能被记录下来时，反而只有轶事流传了下来。据说在这次行军中，一天晚上亚历山大正坐在营火旁取暖，旁人抬来了一位冻僵的马其顿士兵。国王立刻亲自帮他脱掉了铠甲，让出位置来供他取暖。这位士兵恢复意识后，立刻就被自己占了国王的位置吓坏了。亚历山大却安抚道：“看啊伙伴，若是在波斯人中间，坐在国王的位子上必定是死路一条，但在马其顿人中间，你却能在这里起死回生。”

据记载，科瑞尼斯之岩山脚周长在7英里（60斯塔德）左右，其与外界仅有一条人造的弯曲狭窄险路连接，这条路总长超过两英里（20斯塔德），十分容易据守。即使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想要沿着这条仅有一人宽的道路上山也绝非易事。其附近仅有一座可供进攻者利用的高地，与科瑞尼斯之岩间相隔一道深邃的峡谷，峡谷中更是还有一条十分湍急的溪流。若想从此接近城墙，就必须先建造一条堤道。阿里安还说这条峡谷事实上环绕着整个要塞，因此那个高地必定是周围唯一一处高度足够用作进攻起点的地点。即使攻城似乎完全不现实，亚历山大还是决定接受挑战。由于附近有着大量高大的松树，马其顿人便利用松木建造了很多梯子，并借此降入峡谷之中。

进入峡谷之后，亚历山大动员全军兵力开始建造栈桥。在亚历山大亲自监督之下，仅用一个白昼的时间便完成了一半工作。另一半工作也在侍从副官佩狄卡斯、列昂纳托以及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的敦促下，在当天夜间仅用三班岗时间便告完工。当然，若仅从长度来看，即使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努力，马其顿人也仅在白昼间建造了30英尺长的栈桥，夜间建造的长度还要更短。他们在峡谷最窄处打入木桩，间隔以能够满足承重需求为准。在这些木桩之上，又用柳条织成桥面，并将泥土覆盖在上面。起初野蛮人根本瞧不起马其顿人的行动，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对方不仅工程进展迅速，而且由于有着掩体和顶棚保护，即使自己居高临下也无法伤及马其顿人，而后者却可以凭借攻城武器、弓箭手、投石手向自己发射矢石，而且这些制造更为精良的武器也杀死了大批己方士兵，至此他们终于改弦易辙。科瑞尼斯派出使者向亚历山大提出请求，想要咨询原盟友欧克西亚提斯的意见。亚历山大答应了这一请求，欧克西亚提斯则用自己受到优待的例子劝说科瑞尼斯投降，后者最终完全信任了亚历山大的公正，并相信这位国王有能力完成任何自己想做之事，决定投降。当他来到亚历山大面前时，后者极为热情地迎接他，邀请他进入自己的营帐，并派出使者去要塞受降。第二天，国王在500名持盾兵陪同下视察了科瑞尼斯之岩，要塞中存储的谷物、咸肉、葡萄酒等给养数量之巨，即使科瑞尼斯在此后两个月中都担负着供养亚历山大全军的重任，也只消耗了存粮的1/10而已。由于军队极为缺乏补给，围攻过程中又天降大雪，使行动难度骤增，因此这些补给对亚历山大而言无异于及时雨一般。科瑞尼斯不仅获得了国王的友谊，而且也得以继续在其帐下作为总督统领原有土地。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重新回到巴克特里亚。他派出克拉特鲁斯率领600名伙伴骑兵以及4个步兵旅（分别为波利伯孔、阿塔拉斯、阿西拉斯以及克拉特鲁斯自己的一旅）去征讨帕瑞塔塞尼亚山区的两位残余叛乱分子——卡塔尼斯、奥斯塔尼斯。已经逐渐成为亚历山大帐下最优秀将领的克拉特鲁斯成功完成了任务。在一场血腥的会战中，克拉特鲁斯杀死了1600名叛军士兵，卡塔尼斯死在会战之中，奥斯塔尼斯也被俘虏。在此之后，帕瑞塔塞尼亚山区即被征服，克拉特鲁斯返回了扎瑞亚斯帕。春季也在大约此时来临。

亚历山大花费了两年时间，才终于使高加索地区接近于完全臣服。他发现这片地区的民风与平原居民的完全不同，而他在波斯帝国东疆所遭遇的抵抗也最为激烈。亚历山大不得不将这片富饶土地化为必须花费数年时间精心经营才能恢复生机的焦土，才终于将其征服。另外他也发现要想控制住这片土地，所要采用的手段也与别处完全不同。亚历山大似乎想让一位独立的国王去统治奥克苏斯河流域，但史料中却并没有记载他到底采用了何种手段，又或是任命何人统治该地。现已遍布着新建希腊城市的索格迪亚纳成为帝国抵御西徐亚游牧民族入侵的桥头堡，而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纳正是索格迪亚纳的后备力量。亚历山大从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征召了不少于30000名青壮年，既作为士兵配合马其顿人作战，同时也是人质确保两地安定。与罗克珊娜的婚姻，可能也不只是亚历山大一见钟情，其中还带有政治动因。由于罗克珊娜的父亲在当地颇具影响力，这一次通婚可能要比军事镇压所能起到的作用更大。另外，通过与罗克珊娜结合，亚历山大也亲自履行了自己所推广的东西方民族融合概念。也正是因为这种概念，他才采用了东方服饰、礼仪，并声称自己是神祇后裔。可话虽如此，虽然他为了亲善东方臣民而采取了诸多政策，但据很多人说，他还是会在最要好的朋友中间嘲笑东方习俗。

在历经了六年的漫长征途之后，马其顿士兵自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些牧民出身，性格淳朴、纪律优良的士兵，现在已经成为东方无尽荣华富贵的所有者。正因为如此，士兵们的心中也滋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尊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军中举足轻重。若是在其他统帅的军队中，这种情况足以造成巨大危险。但在这些情绪之下，马其顿士兵却还有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情感，即对神祇般年轻国王的热爱。因为国王本人总是身先士卒，面对各种危险勇往直前，同时也是所有战士中最勇敢的一位。另外他对疲劳、饥饿、干渴总是有着超人般的耐力。亚历山大不仅是普通士兵的伙伴，同时也是指挥官们的头领。无论是英俊的外表还是过人的智慧，抑或是英勇气概和军事天才，都使他不仅成了士兵的领袖，更成了一位人杰。虽然马其顿士兵们也会批评亚历山大，对他心生怨恨甚至逼宫，但亚历山大整个在位期间，全军上下都绝无一人不愿为他献出生命。在这位杰出统帅的光芒之下，亚历山大的副将们也显得不那么耀眼。“高贵的克拉特鲁斯、文雅的赫菲斯提翁、可靠能干的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安分诚实的寇纳斯、精明的利西马科斯”、马其顿的重步兵、艺术家、诗人、哲学家、波斯贵族，所有这些人在亚历山大死后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望，而在他活着时却只能是“亚历山大手下最优秀的人才之一”。这一点对于所有伟大统帅而言也都是如此。



————————————————————


(1)
 亚历山大之所以迎娶罗克珊娜，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为她的美色所倾倒。到此时为止，他已经在波斯东疆花费了三年时间，并付出了将索格迪亚纳化为赤地的代价才基本压平了叛乱。迎娶一位当地望族之女，与当地民族以及原先的敌人通婚，以保持他们的忠诚对他来说要算是当务之急。因为他此时对于迟迟无法入侵印度肯定已经急不可耐了。



第三十八章　进军科芬河（公元前327年5月至冬季）

春季已经过了大半，亚历山大终于得以为远征印度进行实质性准备工作了。在他之前，只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曾经到过那里。对西方人而言，印度总好像是仙境一般。但由于被其西北方巨大的山脉所阻挡，在亚历山大的时代还很少有西方人能抵达这片梵天之地，它的财富和辉煌只有从商人们带来的歌谣中才能听到。印度此时可能正值繁荣时代，这些说法足以激起亚历山大的贪心和好奇心——既然已经离印度如此之近，那他便一定要踏上那片圣地。由于好运以及天生的敏锐，亚历山大已经从掩护着印度平原不受波斯侵略的山脉中找到了最佳道路，也就是科芬河谷。科芬河本身沿着一条狭窄陡峭的河谷从中亚炎热高地流入富饶的印度平原。按照斯特拉堡的说法，事实上正是亚历山大本人发现了印度——但考虑到当时地理科学的欠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在科芬河谷出口，五河之地也是印度内陆的绝佳屏障。亚历山大知道，在五河之地以远还有着恒河这条印度圣河的源头。毫无疑问，恒河是他关于印度听说得最多的知识。另外，他认为自己可以很轻易地进抵恒河，而这条河将带着他走到大洋，也就是世界尽头。

早年，雅利安人正是沿着科芬河谷，从他们起源的高原地带进入印度。其中一部分人远达恒河流域，另一部分人则留在了科芬河谷中。后来当亚述人兴起之后，他们征服了留在高原地带的雅利安人，但“在塞米勒米斯想要架桥渡过印度河时，从西部草原上带来的骆驼在印度大象面前四散奔逃”。在亚述人之后，米底人和波斯人相继远征印度。居鲁士声称犍陀罗（Gandara）已经臣服于自己，大流士也曾派出一位希腊人前往印度河，从那里乘船入海，最终回到了阿拉伯湾。阿贝拉会战时，也曾有少量印度人效力于贝苏斯和巴散提斯帐下。但波斯大王从未染指印度河以远的地区。从五河之地的边境直到海岸以及东方的沙漠，林立着大批独立邦国。它们中既有共和政体，也有王国强权，若想要将它们整合起来，必定面临巨大的政治困难。

在亚历山大抵达波斯帝国疆界之后，他的军事性远征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但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他本人永无休止的野心，使他没有停下脚步。古代史料中往往不会提及亚历山大各种行动的缘由，但只要看到事情经过，背后的原因便很容易分析了。当时塔克西拉（Taxila）地区的国王正在与海达斯佩河对岸地区的统治者波鲁斯（Porus）交战，邀请亚历山大为他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自贝苏斯倒台之后，印度河流域的一位王公希西柯塔斯（Sissicottus）便已经加入了亚历山大麾下，从此也一直对他效忠。从这些人身上，亚历山大不仅了解到了大量关于印度的情报，同时在与他们的交往之中，也诞生出了对入侵印度的渴望。

很难确定亚历山大此时的兵力数字。普鲁塔克说他在沿印度河顺流而下作战时拥有13.5万人。尽管亚历山大一路损失了不少人员，但来自马其顿的新兵（可能是原先便有兵役义务的阶级逐渐被投入到现役之中）、希腊、色雷斯、阿吉里亚的佣兵以及其他兵员逐渐到达，援兵总数已经达到了15万人，使亚历山大得以将跨过赫勒斯滂海峡时的35000人扩充超过两倍。除此以外，从东方征召的大量士兵也充斥在骑兵和方阵中间。原先驻扎在后方省区的大量守军也逐渐被征调到前线，新兵则用来填补驻防军缺额。这样一来，六年中因会战、恶劣天气、劳苦行军造成的巨大损失便可以得到弥补。不过我们也要再对亚历山大被迫在各地留下的大量驻军做一说明。仅仅巴克特里亚一省，亚历山大就留下了10000名步兵和3500名骑兵。不过他也会逐渐用从当地尚武部落征召的新兵来代替原有驻军。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埃及人也都为亚历山大贡献了自己的部队。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到一年之后，亚历山大在印度河作战时兵力为12万人。这支军队拥有大量来自阿拉霍西亚、帕拉帕米苏斯、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西徐亚以及达安的士兵，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征服者也可能都十分忠心。通常而言，如此复杂的部队将非常难以控制，但在亚历山大手下却并非如此。

这支军队现在已经不再是希腊军队了。其中仅拥有少量作为核心的马其顿老兵，其余士兵都是用马其顿方式编组训练，并接受了马其顿式严格纪律的东方士兵。亚历山大能把这么多不同的元素组合起来，并在此后利用它接连赢得会战。他极为相信自己的能力以及手下的异族士兵，而他们也为他赢得了对抗波鲁斯的激烈会战。这都证明了亚历山大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而他对自己的这份能力也极具信心。当然，亚历山大事实上也从未对自己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产生过怀疑。如果说亚历山大过于自负，那他也具有足以与这种自负相当的、足以超越任何他人的能力和品德。

在阿明塔斯手下驻守巴克特里亚的部队，在现有情况下足以确保高加索以北的野蛮部落保持臣服。春季即将结束时，亚历山大带领着大约10万人启程前往扎瑞亚斯帕。此时道路情况与两年前亚历山大从这里艰难翻过山脉时相比已经大为改善，而且也已经囤积了大量给养。经过十天的行军之后（其道路可能是较短的贵霜关口），亚历山大抵达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但他却发现此地管理情况很差，立刻撤换掉了当地官员。驻防军指挥官内罗克西纳斯（Neiloxinus）、总督普罗克塞斯（Proexes）均被免职。国王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伤残马其顿士兵作为殖民者，并将一些当地部落也迁到城内。同时他又任命泰里亚佩斯（Tyriaspes）担任帕拉帕米苏斯地区总督，尼卡诺尔担任亚历山大城军事长官。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前往尼西亚，并在那里向雅典娜献祭，祈祷即将开始的新战役能够顺利。之后亚历山大便沿着科芬河，穿过帕拉帕米苏斯平原东疆的岩地关口向印度河前进。

由于科芬河（今喀布尔河）南岸有着苏费德山脉（Sufeid-Kuh），形成了一条250英里长的谷地，最终在达卡（Dhaka）和白沙瓦（Peshawar）之间收拢成一条40英里的隘路。科芬河北岸则有着一片由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延伸出来的扇形山地。从高加索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延伸而来的寇斯佩斯河、奥斯普拉河（Euaspla）、古拉亚斯河（Guraeus）以及无数支流都在这里交汇。科芬河所经之处实为一条巨大但却边界明确的峡谷，其两侧均有着无尽的巨大山地。

亚历山大在行动之前，派出传令官前往科芬河流域的印度部落，要求他们向自己交送人质以作为臣服的表示。被寇蒂斯称作奥费斯（Omphis）
(1)

 的塔克西拉国王和一批当地王公在战象伴随下，以贵族仪仗来到马其顿营帐中，听凭亚历山大差遣，同时还带来了罕见的珍贵礼物作为臣服象征。亚历山大告诉这些王公，他计划利用夏季和秋季时间征服自己现在所在位置和印度河之间的土地。之后他就要在印度河岸过冬，待第二年再渡河去惩罚那些新盟友的敌人。但到了后来的实际行动中，亚历山大不得不将冬季花费在科芬河沿岸的山地战役中，这证明他并没有认清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么庞大。

在尼西亚，亚历山大将全军分成了两个纵队。他命令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沿科芬河南岸行军，沿通往印度河的直接道路，穿过犍陀罗向朴塞劳提斯（Peucelaotis）前进。这一纵队包括格尔吉阿斯、“白人”克雷塔斯、梅利埃格的三个步兵旅、半数的伙伴骑兵以及所有希腊雇佣骑兵。亚历山大命令他们征服沿岸城镇，到达印度河之后便要为架桥做好准备。塔克西拉国王和其余一些诸侯将担任他们的向导。除这支侧卫部队以外，亚历山大自己将带领主力沿科芬河北岸行军，计划征服山地关口中所有的要塞，同时也向印度河方向前进。与南岸纵队相比，亚历山大所要通过的地区布满了好战部落。将全军分为两个纵队可以避免南北两岸的部落互相支援，而如果任意一个纵队遭遇大败，也可以向另一个纵队撤退。

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在行动过程中，因为遭遇了朴塞劳提斯国王阿斯提斯（Astes）的所谓“叛乱”而发生了延误。这位国王撤退到了自己的设防城市之中，马其顿人不得不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来进行围攻才将其占领，并在战斗中杀死了阿斯提斯。从阿斯提斯处叛逃而来的桑伽亚乌斯（Sangaeus）被留在当地担任总督。不过除此以外，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便再没有遭遇任何较大的困难。由于当地居民并不好战，他们很快便平定了整块土地，进抵印度河。由于此时亚历山大还在北岸山地中作战，他们便开始收集给养和架桥资材，为与国王会合做好准备。为守住这片土地，他们还在阿斯提斯和欧罗巴提斯（Orobatis）的要塞中留下了驻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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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芬河谷战役示意图



与此同时，国王率领着主力部队从河对岸向北进入了远比南岸更难走的山地。为确保能够永久控制住科芬河谷，他必须征服那些居住在山地中的部落。他这一路纵队拥有持盾兵、另一半伙伴骑兵、除随南岸纵队行动那部分以外的所有方阵步兵、近卫步兵、弓箭手、阿吉里亚部队以及枪骑兵。亚历山大首先进入了阿斯帕西亚人（Aspasian）的领地，之后又征服了古拉亚斯人和阿萨西尼亚人（Assacenian）。寇斯佩斯河（可能就是今天的卡马河）发源自高加索冰山，流经一条海拔高过两岸所有山地、几乎无法接近的峡谷。亚历山大在这条河岸听说临近野蛮人大多都已经逃到了河谷上游的城市中，其中最大的一座距离亚历山大尚有数日路程。阿斯帕西亚人是一群牧羊人，拥有大批羊群。由于在寇斯佩斯河谷上游还有一条山路可以通向奥克苏斯河源头，阿斯帕西亚人与索格迪亚纳人的交往也十分频繁。作为控制阿斯帕西亚的关键，亚历山大必须占领那座首府城市。

急于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亚历山大跨过了寇斯佩斯河，并率领着一支由骑兵及800名骑上战马的步兵一起组成的前卫，向那些要塞前进。虽然寇蒂斯在史料中给出的时序可能有失准确，但他明确指出亚历山大曾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浮桥来渡河：“由于有太多的河要跨越，所以现在他们就把船只拆开成几部分，用辎重车装载着，到需要使用时就重新组装起来”。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直到跨过印度河之后才使用了这种办法。无论何者为真，这种办法都要算是在此时首次出现。亚历山大抵达第一座不知名的城镇时，野蛮人在城下列成战线与他对战。亚历山大不等主力到达，立刻便马不停蹄地发动进攻，很快便将他们击溃，赶回了城门中。亚历山大本人在战斗中被一支箭射穿了胸甲，射入肩膀，托勒密和列昂纳托也在战斗中受伤。国王受伤阻止了当天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军队在对进攻最有利的地点宿营过夜。

从亚历山大的伤势中，我们能看到野蛮人到底能给马其顿人造成多大伤害。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本人的盔甲制造得要更为精良，保护效果要比普通马其顿人更好。通常而言，亚历山大总是能够很快从伤病中恢复，而他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优秀的体格也使他不愿卧床太久。对于普通马其顿士兵而言情况也是一样，虽然伤患很多，但却很少有人愿意离开岗位，即使只是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担负一些轻活或者休息也不愿意。

亚历山大现在所面对的这座城镇拥有双层城墙，防御也十分坚强。可话虽如此，第二天早上，马其顿全军都到达了城下，并开始攻城。野蛮人抵挡不住这一攻势，立刻放弃了外层城墙。他们虽然在内层城墙进行了更坚决的抵抗，但也仅坚守了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到对方架起攻城梯后即被攻破了。与往常一样，马其顿人重装部队更好的武器和盔甲使野蛮人毫无胜机。另外，由于有着最好的纪律，马其顿人相对也更不容易受伤。城内的野蛮人明智地在城镇陷落之前便从后门逃进了山区。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能躲开敌军追击，很多人都被杀死了。士兵们为了给受伤的亚历山大复仇，将整座城镇夷为平地。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向名为安达卡（Andaca）的下一座城镇开进，当地居民被邻近部落的命运所吓倒，选择有条件投降。

亚历山大看到，只要能够在各条山谷入口处掌握合适的要塞，他就能够控制住这些谷地，而只要封锁了这些谷地，谷地内的居民迟早都会向他投降。为此他派出克拉特鲁斯带领着足够的重步兵去继续攻打其余小城并在其中留下驻军。完成这一方面的任务之后，克拉特鲁斯再从距离科芬河较近的一条山口进入古拉亚斯河谷与亚历山大会合。

经过两天的行军之后，亚历山大抵达了奥斯普拉河上一个同样名为奥斯普拉的城市，阿斯帕西亚人的首领就居住在该城之中。听说亚历山大逼近之后，阿斯帕西亚人自己放火烧毁了城市，在他们的国王和卫兵带领下充满恐惧地逃入高地之中。亚历山大紧追在后，杀死了大量逃亡者。在快速的追击中，托勒密认出在大量卫兵簇拥下的对方国王。由于土地崎岖，托勒密不得不下马作战，带领着少数持盾兵赶上了阿斯帕西亚国王，与他进行白刃作战。这位印度王公用投枪刺穿了托勒密的胸甲，但并没有伤及托勒密本人。后者则用长矛刺穿了阿斯帕西亚王的两条大腿，给他造成了致命伤，余下的印度人作鸟兽散。但当托勒密开始剥下阿斯帕西亚王的盔甲作为战利品时，原先那些卫兵又因为抛下国王感到羞耻，反身与托勒密交战。亚历山大已经占领了原先野蛮人占据的山头，现在便赶来解救自己的近卫军。在死去的阿斯帕西亚王身边，托勒密和亚历山大陷入了与敌军的肉搏战中，就好像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一样。当然，优势仍然在亚历山大和托勒密一方。他们击败了野蛮人，敌方急忙撤退。这种记载似乎并不具有什么战术意义，但它却证明当时战争中，个人性的决斗仍能发挥作用，同时也彰显出亚历山大既是领袖又是士兵的特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托勒密在回忆录中也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亚历山大如何推进这次战役的信息。亚历山大所率领的是一支10万人的大军，而托勒密却将他们描述得好像只有一个旅在行动一样。亚历山大在这次战役中成就惊人，但我们所能做的却只是理清其足迹而已。

从此处出发，亚历山大跨过山口抵达阿里吉乌姆（Arigaeum），并发现那里已经被烧成了废墟。已经将安达卡地区控制妥当的克拉特鲁斯也从南面到来，与亚历山大会合，而后者随即便命令他来处理阿里吉乌姆方面的事务。由于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定居地点，克拉特鲁斯受命重建该城，加强其防卫，让一些无法作战的马其顿士兵作为殖民者定居，并把一些友善的当地人迁入城中。阿里吉乌姆和安达卡控制着寇斯佩斯河、古拉亚斯河以及众多小河、溪流的源头，只要亚历山大能控制住这两座城市，便能控制住临近高地的所有关口，使自己和索格迪亚纳之间不再留存任何危险因素。但像这样一个效果彻底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也同样很长。

一些居住在阿里吉乌姆以北的部落，与从城市附近逃亡的人口在山区中会合在了一起，并对克拉特鲁斯所建的新城带来了威胁。亚历山大感到自己必须保证阿里吉乌姆的驻军在未来不受敌军进攻，因此率军向他们前进。行军途中，位于全军前方负责征发给养、侦察敌情的托勒密汇报说，一支数量非常庞大的蛮族敌军就在附近山腰上驻扎，从营火中可见其数量要远比亚历山大的更多。似乎周围所有的野蛮人都已经聚集在了一起，而他们的士气也并没有受到城镇失陷影响。亚历山大留下一部分军队在山脚下宿营，自己率领着他认为足够数量的部队上山进攻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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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吉乌姆之战示意图



到达野蛮人附近之后，他又将军队分成了三个部分：托勒密率领三分之一的持盾兵、腓力和费罗塔斯的步兵旅、两个中队的马弓手、阿吉里亚人和半数骑兵；列昂纳托负责指挥他自己的旅以及阿塔拉斯和巴拉克鲁斯的旅；亚历山大本人则带领方阵和伙伴骑兵行动。完成部署之后，亚历山大自己率领部队向对方阵线中看起来最为坚实的部分前进，吸引对方对自己发动进攻。托勒密和列昂纳托则受命沿着隐蔽路线前进，准备伏击野蛮人的两翼。看到马其顿人正面只有少数人马之后，由于并没有发现亚历山大派出的侧翼支队，野蛮人自认为很容易击败这支小部队，因此从要塞中走出，来到了开阔地。但他们也从未见识过马其顿人的纪律。当野蛮人以松散的队形冲到马其顿人面前时，反而因为前进过快而冲撞在方阵的萨里沙长矛上损失惨重。

托勒密和列昂纳托抓住机会发动了侧翼攻击。托勒密面对着的地形较为崎岖，而且遭到了激烈抵抗。野蛮人已经预先看到了他的进攻，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勇敢抵抗。这些当地人由于生活在印度河附近，因此阿里安说他们也属于印度人。他们勇敢而活跃，抵抗十分坚强。但最终托勒密凭借着纵队进攻登上了高地。列昂纳托方面则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由于受到了两翼的夹击，野蛮人迅速终止了正面的攻势，秩序大乱，纷纷抛下武器，向马其顿人投降或被俘的印度人总计多达40000人。虽然托勒密所记载的这一数字明显有着夸大成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口也确实相当稠密。另外，他们饲养的畜牛（据说多达23万头）也被全部收缴。由于这些牛在体型、力量、活动能力以及成长速度方面都十分优秀，亚历山大还从中选出了最好的品种，送回马其顿改良品种。这种畜牛至今仍被饲养在希腊的部分地区。

克拉特鲁斯此时也已经将阿里吉乌姆方面的工作处理完毕，带领着手下的士兵、攻城武器来到这里与亚历山大会合。之后亚历山大开始沿古拉亚斯河向下游前进，准备进入阿萨西尼亚人毗邻苏亚斯托河（Suastos）的领地，据说那里已经集中了20000名骑兵、30000名步兵和30头大象。亚历山大带领前卫快速疾进，克拉特鲁斯则负责掩护补给纵列和攻城武器在后方缓慢跟随。

从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河，马其顿士兵们已经在这条漫长而又艰险的山路上战斗了很长时间。士兵们经受了体力透支、道路艰难等各种考验，而且也经常缺乏给养。如今军队终于进入了一片富饶的平原，士兵们对这种变化一定感到十分欣慰。亚历山大的行军路线位于古拉亚斯河西岸，野蛮人曾希望利用湍急的河水和陡峭的河岸阻挡住敌军，从对岸向亚历山大发射矢石干扰马其顿人的行动。但当他们看到马其顿人的坚强正面之后，便撤退到了各自的城市中，转而选择防守家乡，而不愿在野战中冒险一战。

非常奇怪的是，很多野蛮人或是半文明部落都犯下了与马其顿人进行正规围攻战或正规会战的错误，却没有展开游击作战。如果真的采用游击战策略，他们绝非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与马其顿精兵抗衡。而在正规围攻战或者会战中，虽然他们也同样英勇，但文明军队更好的武器、纪律和战术却使他们屡战屡败。

亚历山大抵达阿萨西尼亚人最大的城市马萨加（Massaga）时，发现那里的野蛮人已经雇用了7000名印度佣兵。在这些佣兵的精良素质鼓舞之下，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到达后正想要宿营过夜时对他发动了一次突袭，成功将马其顿人从城下赶到了开阔地中。亚历山大佯装受挫，撤退到了大约1公里外的一座高地上。敌军在后追击。但当野蛮人接近到弓箭射程以内之后，亚历山大发出信号，命令马其顿人转身向马萨加人和印度人进攻。后者因为感到即将获胜，行列已经松散。马其顿轻步兵在一排弓箭齐射之后，迅速向左右分散开来，亮出了重步兵令人恐惧的正面，再加上他们的呐喊声，野蛮人在极度惊恐之下丧失了秩序。在亚历山大亲自领导之下，方阵以跑步速度发动冲锋，很快便与对方短兵相接。野蛮人被杀死了大约200人，幸存者则逃向城市。亚历山大立刻开始追击，希望能借此机会攻占马萨加。但他最终却发现这并不可行。马萨加城墙上守备森严，亚历山大也在为次日攻城进行侦察时被弓箭射中小腿。他亲手将羽箭拔出来，命人牵来自己的战马，不顾仍在流血的伤口继续工作。不过随着失血越来越多，亚历山大不得不停下脚步。他在马上大笑着说：“人们都叫我宙斯之子，但我却要遭受凡人的痛楚。从我身体中流出来的一样是血，而不是琼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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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马萨加示意图



伤势虽然暂时阻止了亚历山大的行动，但到第二天，从不为伤病所扰的亚历山大便架起了攻城器械，很快便将一段城墙打破。可即使如此，印度人的勇敢和坚定还是使马其顿人拼尽全力也没能在当天攻入城内。在最短时间之内，马其顿人建造起了一座攻城塔和一座土丘——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建立土丘仅用了9天时间。二者建成之后第二天，亚历山大就开始向前推进攻城塔。从它上面，攻城武器、弓箭手、投石手射出大量矢石，将守军驱离城墙。可即使如此，马其顿人也还是无法从缺口处攻入城内。亚历山大可以算是在此遭遇了科芬河谷范围内最坚强的部队。亚历山大并没有因这次挫败而气馁，反而被激起了斗志。他将当天整夜时间都花费在准备进攻上。第二天上午，他已经在攻城塔上安装了一座可以搭靠到城墙上的吊桥，并挑选了一部分持盾兵，让他们以与攻击泰尔时相同的方法，从吊桥上发起攻击，将守军赶出城墙缺口。

准备完成之后，吊桥即被放下，持盾兵也一如既往地英勇进攻，心中充满着百战百胜的信心。但在夜间仓促建造起来的吊桥却不堪重负，在大量人员压迫下垮塌，不少马其顿士兵跌落到了城外的壕沟中。看到自己已经占据优势之后，野蛮人不仅向下方那些不幸受伤的士兵发射出大量石块、木梁、火盆以及各种箭矢，而且还在一声军号之下，从侧门发动了反击，造成那些马其顿士兵大量伤亡。亚历山大被迫下令撤退，而且若不是阿西塔斯的步兵旅英勇地从壕沟中救出一部分伤兵，伤亡数字还要进一步扩大。有些部队因为在进攻时位置比较靠前，没有听到撤退号声而被孤立，亚历山大不得不让其他部队再次前进将他们接回来，而在此过程中，他也同样遭遇了不少困难。

接下来的一天，马其顿又用另一座吊桥继续攻城，但印度人却能以最高的勇气进行抵抗，使亚历山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此之前，从未有什么部队能够与马其顿人旗鼓相当，但眼下的马萨加城却是他们始终无法攻克的。不幸的是，印度佣兵头领却被巨弩一箭射死了，这些佣兵中早已有大量人员阵亡，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受伤。失去领导之后，这些勇敢的士兵派出一位使者去找亚历山大，后者表示，如果印度佣兵们愿意为自己效力并将马萨加国王的家属交出来作为人质，他就接受他们的投降。印度佣兵同意了这一要求，出城在一座邻近的高地上宿营。据说，由于印度佣兵们不愿意与亚历山大一起渡过印度河与同胞作战，拒绝履行诺言，并试图在夜间撤退。此事真假与否难以分辨。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是要撤退，亚历山大还是包围了他们所在的高地，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之后又因为一些所谓的“原因”，导致马其顿士兵失去控制，将印度佣兵们屠杀殆尽。

在印度佣兵出城之后，亚历山大很快便利用突袭攻克了马萨加，守军全部遭到屠杀，就好像双方从没有过谈判一样。如果这些全是事实，那这便要算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恶行。
(2)

 也许有些人会说亚历山大必须要给临近的部落杀鸡儆猴，以免他们雇佣更多的印度佣兵，但这却并不能文过饰非。在这次围攻中，亚历山大手下有25名士兵阵亡，伤者的数目则远比通常更大。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派遣阿塔拉斯、阿西塔斯以及骑兵指挥官德米特里厄斯共同率领一支部队前往欧拉（Ora），在他亲自率军抵达之前先将该城封锁起来。另外，亚历山大还派遣寇纳斯率领另一支部队前往巴齐拉（Bazira，可能是现代的巴焦尔），希望能够借马萨加的厄运来说服当地人投降，不过他并没能得偿所愿。巴齐拉位于一座陡峭的高地上，防御能力较强。两个支队都没能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回了亚历山大那里，后者随即认清自己必须亲自出马。最初他打算先解决巴齐拉方面的战事，但由于阿西塔斯在击退欧拉人的突围行动时略显艰难，亚历山大转而决定先向欧拉前进。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寇纳斯先在巴齐拉城下建立一个设防阵地，以便在未来对该城进行围攻时使用，切断其补给来源，并在阵地中留下足够兵力将敌军控制在城内。由于西北方向的克什米尔国王阿比萨瑞斯（Abisares）已经向欧拉派出了大批援军，寇纳斯本人必须赶回欧拉与亚历山大会合。

寇纳斯完成了亚历山大的所有要求，但当巴齐拉人看到他率领大部分军队离去之后，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并从城市里走出来，在开阔地上对新建阵地上的守军发动了进攻。不过在这场激烈的会战中，他们完全不是马其顿人的对手，多达500人被杀。这次失败之后，巴齐拉人别无选择，被彻底困在了城内。另一方面，欧拉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仅凭第一次进攻便将其攻克，甚至还俘获了一些大象。巴齐拉人在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天晚上便从城市中撤退到了阿尔诺斯之岩（Rock of Aornus）。所有尚未投降的野蛮人也都抛弃了城市，前往阿尔诺斯之岩避难。

此时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已经完全征服了科芬河南岸地区，沿路所有的山地部落也都已经被平定，他们留在阿斯提斯和欧罗巴提斯的驻防军也足以抵御叛乱。与亚历山大在北岸的工作相比，他们只花费了很少时间便完成了任务。亚历山大面对着连绵不断的雪山，也成功征服了寇斯佩斯、古拉亚斯以及苏亚斯托等河谷以及所有居住在此的部落，将野蛮人全部赶入山区。另外他还封锁了所有山口要道，占领了安达卡和阿里吉乌姆的山谷，并在控制着阿萨西尼亚人领地的马萨加、欧拉、巴齐拉等地设防。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又占领了控制着印度河西岸的朴塞拉（Peucela）。印度河以西的全部土地，都已经完全处在马其顿人的控制之下。亚历山大现在也已经牢牢掌握住了通向印度的大门。但在所有这些土地当中，却还剩下一座要塞尚未被征服，马其顿人将其称作阿尔诺斯——“比飞翔之鸟更高的地方”。



————————————————————


(1)
 阿里安将此人称为塔克西勒斯，本书后文也以阿里安的说法为准。


(2)
 这里可能是道奇的误解。亚历山大的谈判只是与印度佣兵议和而已，无论其屠杀印度佣兵的行为是否有充足理由，其屠杀马萨加守军的行为都应该是不受议和条件约束的。



第三十九章　阿尔诺斯之岩（公元前326年深冬）

异常高大的阿尔诺斯之岩是野蛮人在扎瑞亚斯帕和印度河之间的最后一座要塞。在神话中，这座要塞甚至曾抵挡住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它控制着科芬河、印度河以及苏亚斯托河之间的所有土地。阿尔诺斯之岩俯视着大片土地，它越是易守难攻，亚历山大便越有必要将它攻克，其陷落不仅能沉重打击野蛮人的士气，对于保障自己后方安全也同样必要。只要这座要塞仍握在敌军手中，便会对亚历山大的交通线造成威胁。因此，如果想要渡过印度河，亚历山大就必须先占领这座要塞，事实上他也要比所有前人都更加重视交通线的安危。以上是从军事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考量。而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度来看，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攻克这座赫拉克勒斯都不曾征服的要塞，他就可以让自己的东方臣子更加确信自己出自神祇血脉。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想法对亚历山大而言是最重要的行动驱动力之一，但却始终是服从于军事需要和常识的。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足以使那些对亚历山大妄加批评之人哑口无言。

按照阿波特少校（Major Abbot）的说法，虽然阿尔诺斯之岩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但应该位于印度河岸附近，距离科芬河60英里。作为野蛮人在整个山地的最后一处要塞，阿里安说阿尔诺斯之岩在底部的周长大约有23英里，其顶峰据说超过四周平原5000英尺以上。这种地理条件使阿尔诺斯之岩远比直布罗陀（Gibraltar）要塞更加易守难攻，后者仅有6英里周长，高度也仅有1400英尺。按照坎宁安将军（General Cunningham）的说法，阿尔诺斯之岩就是拉尼加特之岩（Rock of Ranigat），高度为1200英尺，底部周长5英里。虽然其具体位置可能并不重要，但却十分有趣。仅有一条人造的道路可以登上阿尔诺斯，从最下端开始计算，这条道路长达1.5英里，十分艰险难行。其山顶的平整地带拥有一座水量充沛的喷泉，不愁缺乏水源。同时也有大量木材，耕地面积也足以供养1000人。如果按照阿里安“可供一千人耕种”的说法，可供养的人数还要更多。而我们似乎也找不到理由来质疑这一描述的准确性。任何一支大军，都可以整年坚守该地。眼下这些野蛮人也感到自己完全能够抵挡住马其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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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诺斯之岩示意图



亚历山大知道自己无法避免对这座要塞进行围攻。他已经接连将欧拉、马萨加和巴齐拉改建成了马其顿要塞，确保当地臣服。赫菲斯提翁、佩狄卡斯对控制着印度河附近地区的欧罗巴提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这些要塞对于确保军队安全来讲也是必要的。伙伴骑兵尼卡诺尔贝被任命为印度河以西地区的总督。攻克朴塞拉之后，亚历山大留下腓力指挥那里的驻防军，自己则继续向科芬河前进。另外在一些与自己交好的王公（其中最为显赫者为科法尤斯和阿萨盖特）帮助下，他还占领了一些较小的城镇。之后亚历山大又向阿尔诺斯之岩附近的埃博利纳（Embolina）前进。他在这里留下克拉特鲁斯来建立一座前进基地，并收集补给来支持自己即将开始的长期围攻工作。这一措施在后来也被证明极为必要。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率领着弓箭手、阿吉里亚人、方阵步兵中装备最轻但也最精锐的寇纳斯旅以及200名伙伴骑兵、100名马弓手前进到了阿尔诺斯之岩脚下，并在那里宿营。第二天，亚历山大亲自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将营地转移到了距离要塞更近的地点。

一些当地人无疑听说了亚历山大对主动投降者的优待，投奔到了他的帐下。亚历山大肯定从他们那里询问到了一些地形情报，并许诺给他们大笔赏金。这些人也愿意带领他前往山上一处可以对要塞发动攻击的地点。最终亚历山大挑选了一位老牧羊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作为向导，成功赏金高达80台仑。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受命率领部分阿吉里亚部队和其他轻步兵以及一部分精选的持盾兵，在向导带领下前去占领那个地点，并向亚历山大发出完成任务的信号。艰难通过一条狭窄、漫长而且危险的小道之后，托勒密在没有被野蛮人发现的情况下成功抵达了预定地点。架起栅栏、挖好壕沟之后，他们点燃了烽火，示意行动已经成功。

第二天黎明，国王本人便率领着士兵从主路发动了进攻，并希望托勒密能从其新占领的阵地上对其进行支援。不过阿尔诺斯人对主路的防守十分周密，亚历山大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托勒密虽然也在敌军背后吸引了注意力，但进攻并不勇敢。在发现仅凭少数部队便能阻挡住亚历山大之后，野蛮人便转过来与托勒密展开激战，将他逐退到了自己的阵地之中。经过极为艰苦的战斗，托勒密守住了阵地，敌军也因为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的猛烈火力损失惨重，在黄昏时选择撤退。当天夜间，亚历山大派遣了一位熟悉地形的当地变节者去给托勒密送信，告知后者，自己会在第二天从一个距离他更近的位置上发动攻击，到时候托勒密不应只是坚守阵地，而应该在野蛮人集中起来抵挡主力进攻时，下山从背后攻击他们。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就有机会将两支部队重新集合起来，因为先前行动已经证明这次的分兵并不明智。与索格迪亚之岩那些“长着翅膀的士兵”不同，托勒密并没有造成对方投降。另外，亚历山大还希望野蛮人能在此过程中暴露出薄弱之处，供托勒密进行奇袭。

亚历山大从破晓时分开始上山，为进攻做好准备。野蛮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动，并趁着马其顿士兵一个接一个沿陡峭小路登山时对他们进行骚扰。野蛮人或是用标枪和弓箭进行射击，或是从山上推下巨石，同时还在不断用各种办法辱骂、羞辱对方。但凭借着坚持不懈的激烈进攻和优良的盔甲保护，最终还是马其顿人占据了上风。此时托勒密也打击在了对自己放松警惕的野蛮人的侧翼和背后，不久之后便与亚历山大会师。看到野蛮人开始溃逃之后，亚历山大认为自己有机会尾随这些逃兵攻入要塞以内，但他的行动速度却并不足够达成目标。野蛮人及时关闭了城门，城下的地形也因为过于狭窄无法供亚历山大进行攻城。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到达了托勒密修建的工事附近。这里的地势要比要塞更低一些，而且与要塞之间也有一条陡峭的峡谷相隔。亚历山大在当天便进行了尝试，命令士兵从峡谷攀岩攻城，但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一方式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亚历山大决定给予近卫军们表现自己的机会。30名志愿者相应号召，在其中两人——克拉斯（Charus）和亚历山大
(1)

 带领下，由阿吉里亚人和弓箭手支援着，试图开辟出通向要塞的道路。国王的近臣最初成功劝阻了亚历山大，让他不要跟随这些人一起行动。但还不等那30名近卫军走出四分之一的距离，这位国王不愿让他人夺占所有荣誉，不耐烦地转向侍卫们，邀请他们跟随自己从阵地中冲出，追随在那30人背后。野蛮人对此也早有准备，不断将巨石滚向进攻者，后者也有很多人因此丧命。卫兵们仍然坚持前进，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山峰，却又在那里接连被弓箭射杀。国王和侍卫们却因为距离过远，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支援。最终进攻遭到了失败，而之后另一次相似的攻势也遭遇了同样命运。

在研究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之后，亚历山大决定建造一条堤道横跨峡谷，以便将攻城武器推进到足以攻击城墙的位置上。随着一声令下，马其顿全军都投入了工作。按照命令，每位士兵都要在当天收集100根木桩，所幸当地木材十分充足。堤道四周的围栏采用了较小的木材建造，中间则用石块、泥土、木桩以及任何可用的材料填充。由于峡谷在马其顿人一面并不像在敌人一面那样陡峭，因此在第一天，马其顿人就将堤道向前修建了多达300步之远。印度人最初群集在城墙上，在弓箭射程之外嘲笑马其顿人。但当他们看到工程进展之快，又感到十分震惊，认为有必要隔着峡谷用弓箭火力阻挠马其顿人施工。可到了此时，对方攻城武器、弓箭手和投石手发射出的火力已经完全可以将印度人压制住了。

如前所述，马其顿人只会随军携带着巨弩和抛石机的关键部件。只要是在木材充足的地方，马其顿人就可以在数小时之内把木梁建造出来。这一次在阿尔诺斯的行动证明亚历山大手中还拥有一些山地炮兵，其核心部件可由人力背负，携带到驮兽无法企及的地点。另外，阿尔诺斯围攻战也证明这些攻城武器对古代城防的有效性，并不亚于今日炮兵对敌军工事所能发挥的效力。而亚历山大用它们掩护渡河，也充分展示了它们的通用性。

亚历山大在三天时间里，将堤道推进了相当可观的距离。国王本人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工程各处，指导、鼓励、敦促士兵们，而他本人也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比任何人都要更多。到第四天，一小队马其顿士兵从堤道上越过了峡谷，前进到一块高度与要塞齐平的高地，将守军从那里驱离。按照部分史学家的记载，此处的战斗十分激烈，亚历山大不得不亲自率领近卫部队前来，才攻占了高地。战斗结束之后，亚历山大将堤道的进一步建造指向了这座高地。因为此处的高度可供发扬火力，他便认定此处将是胜负关键。在连续不断的努力之下，马其顿人终于在工程开始后第六天将堤道延伸到了这座高地。

先前就已经惊讶不已的印度人，看到马其顿人的勇敢和能力在亚历山大从不曾减退的巨大精力和指挥能力指导下足以跨越一切自然障碍之后，变得茫然无措。他们派出使者，向亚历山大提出有条件投降。虽然后者并不相信他们诚心归顺，但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条件。不久之后亚历山大便发现野蛮人根本不想投降，他们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以使自己能够分散成小队逃到平原地带或逃回各自的城市之中。亚历山大决定将计就计。他故意装作对此没有警觉，任由野蛮人在夜间撤退。紧接着，他便率领着700名最优秀的近卫军和持盾兵穿过峡谷。亚历山大本人一马当先，从一个已被敌军抛弃的地点登上要塞。士兵们或互相扶持拉拽，或利用绳索木棍，很快便登上城墙，正在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跑的野蛮人对此一无所知。马其顿人登上了要塞中一片地势较高的地方之后，按照亚历山大发出的信号，对刚刚开始逃亡的野蛮人发动进攻，杀死了大量人员，一部分野蛮人在恐慌之中从各处摔下了悬崖。虽然还是有大批野蛮人从阿尔诺斯逃到了山区，但他们却已经被彻底击溃了。亚历山大终于占领了传说连赫拉克勒斯都无法征服的阿尔诺斯天险。在阿尔诺斯之岩海拔最高处举行献祭仪式之后，亚历山大加固了要塞工事，留下一支马其顿部队驻守此处。忠实而又能干的希西柯塔斯被任命为当地总督。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听到北方已经聚集起了大批野蛮人，便立刻转过头来进向阿萨西尼亚人土地上的设防城镇戴塔（Dyrta）。此处现已聚集了20000名士兵和15头大象，其首领为在马萨加阵亡的那位王公的兄弟。戴塔位于山川中的一个凹陷地带，十分难以接近。那位印度首领希望利用这种地形来抵御亚历山大，一旦后者撤退，他就要夺回当地控制权，之后再攻击亚历山大后方，建立自己的功业。

亚历山大没有耽搁片刻，但当他走过漫长艰险的道路来到戴塔城下时，却发现那里的野蛮人已经因阿尔诺斯失陷而震惊不已，在迷信般的恐慌中逃之夭夭了。亚历山大只好派出两位持盾兵指挥官——尼阿卡斯和安提约古斯，前者带领着阿吉里亚部队和轻步兵，后者带着三个步兵旅，去侦察整个地区，尤其要注意大象的踪迹。此前野蛮人已经将所有大象都赶走了，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想要测试这种巨兽的作战价值，亚历山大都非常想俘获几只过来。印度人已经将大象送到了印度河附近一个他们自认为不会被发现的牧场。通过几位当地俘虏，亚历山大找到了这些大象的踪迹。野蛮人的军队则已经跨过了印度河，进入了一片无路可循的荒野，以求得到克什米尔国王阿比萨瑞斯保护。可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下级酋长们刺杀了他们的领袖，并将头颅献给了亚历山大。野蛮人军队因此溃散，亚历山大也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追击他们进入没有道路的灌木林中，决定沿印度河向下游前进。亚历山大只缴获了两头大象，而且它们还在追击中摔下悬崖，只好处死掉了。

从这里，亚历山大若是想前往印度河，就必须穿过一片荒野，因此他也早已提前派出了部分军队去开辟道路。抵达印度河之后，亚历山大发现当地有大量可供造船使用的木材，他也因此在当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建造了不少船只。由于马其顿军中有不少造船专家，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快。船只完工之后，在本地船工帮助下，亚历山大顺流而下，与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架桥做准备的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会合。在最后一段路程中（今日的阿托克附近），由于地处科芬河和印度河交汇处，水流过于湍急危险，亚历山大可能不得不放弃船只，上岸沿陆路行军。

在率军渡过印度河之前，亚历山大首先来到了据称由狄俄尼索斯建城、覆盖了大量常青藤的尼萨（Nysa）。看到当地有着良好的管理且对自己也十分友善之后，他保留了当地原有政府，并在米洛斯山（Mount Meros）上向诸神献祭，举办盛宴。之后他才开始沿印度河向下游前进。此时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已经用船只建好了一座浮桥，而亚历山大则让士兵们休息了至少三天时间。刚刚经历了最艰苦的冬季战役之后，绝大部分士兵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不仅士兵们需要休养，部队也必须进行重组。

亚历山大从扎瑞亚斯帕启程时曾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科芬河流域的战役，以便设立冬营休整部队。但由于长期耽搁，在他能够实际进入该地区之前，冬季就已经到来。而他又是如此急于跨过印度河，以至于整个冬天都在进行作战，并没有将战役推迟到来年。

如我们所知，塔克西拉国王塔克西勒斯（Taxiles）早已在寻求亚历山大保护，而且也曾经为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的纵队担任向导，指引他们抵达印度河。这位国王现在来到了亚历山大的营帐之中，献上了200台仑白银、3000头畜牛、10000头羊和30头战象。另外，他还给亚历山大带来了700名印度骑兵作为支援，并许诺在未来亚历山大帮助自己与河对岸的国王波鲁斯作战时，将繁荣美丽的塔克西拉都城献出。该城是印度河与海达斯佩河之间最大的城市，其遗迹至今仍覆盖了6平方英里的面积。

一直以来，亚历山大都将印度河作为自己征服和冒险的边界。作为希腊统帅，他声称自己有权征服大流士王国，因为这只是对波斯人入侵希腊的报复。不过事到如今，由于与塔克西勒斯建立了同盟关系，他又得到了跨过印度河疆界进入印度未知土地冒险的借口。亚历山大的渡河地点可能位于今日阿托克附近，接近科芬河口。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马其顿人用大批船只架起了浮桥。凭借这座桥梁、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或是收集或是建造的大小船只以及亚历山大从上游带来的一些船只，再加上河对岸也是一片盟友的土地，亚历山大在渡过印度河时没有遭遇任何困难。国王本人和随从乘着两条三十桨船，以正式的仪仗渡河。除按照惯例进行大量献祭以外，全军渡河完成后还用运动会和盛宴庆祝自己正式进入印度。虽然不少史学家都曾在著作中对当时的盛况有所着墨，但作为一本战争艺术的发展史，本书并不会对此加以详述。

渡河之后，一支拥有20000名士兵和15头大象的当地军队加入到亚历山大麾下。这支部队先前曾谋杀了自己的国王阿费里塞斯（Aphrices）。塔克西拉人以极为奢华的仪仗迎接亚历山大，周边的友好部落也派遣使者们来到此处觐见这位征服者。在他们之中，包括在当地很有权势的多克萨里斯（Doxaris）以及克什米尔王阿比萨瑞斯所派来的使团。后者由阿比萨瑞斯的兄弟带领，他坚决否认克什米尔曾为阿萨西尼亚人提供援助。作为亚历山大已经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逗留于此处的时间里，他举办了一系列马其顿式的庆典活动，但同时又没有因此破坏手下多民族部队的纪律和组织。亚历山大在此留下了一支驻防军（大部分都是无法战斗的伤残人员），马卡塔斯之子腓力被任命为名义上的总督，负责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民事权力仍由塔克西勒斯掌握。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向海达斯佩河一线前进。根据情报，河对岸地区的国王波鲁斯正驻守着海达斯佩河。

毫无疑问，塔克西勒斯之所以如此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亚历山大麾下，多半是因为自己正在与波鲁斯交战，而后者的王国实力又太强，自己无法单独应对。波鲁斯是当地最能干的领袖人物，他的王国也极为富庶，据称其国内拥有多达100座大型城市，克什米尔也是他的盟友。当此之时，波鲁斯不仅在与塔克西勒斯以及喜马拉雅各部落交战，与五河之地的所谓“无主之民”也同样存在冲突。

为了在海达斯佩河上架桥，亚历山大让寇纳斯返回印度河，将那些架桥用的船只运输过来。寇纳斯将普通船只拆解成两半、将三十桨船拆解成三半，用辎重车装载着运到了亚历山大那里。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浮桥拆解开来，运到别处重新组装的记录。如前文所述，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此事应发生在科芬河战役期间。之后亚历山大便率领着军队向海达斯佩河前进。此前，亚历山大从塔克西拉派出了一位使者克里欧卡瑞斯（Cleochares）前去命令波鲁斯向自己臣服。对这种蛮横的态度，波鲁斯回复说自己的王国只属于自己，他不会向任何人效忠。他还说自己将会带着全部军队前往自己王国的疆界海达斯佩河，将亚历山大阻止在国门之外。亚历山大随即开始向波鲁斯所在方向前进。除自己的部队以外，他还带上了5000名印度辅助部队，但战象都被留在了塔克西拉，因为马其顿人的马匹并不熟悉这些巨兽，战术也无法与战象配合行动。



————————————————————


(1)
 并非亚历山大大帝。



第四十章　对敌波鲁斯（公元前326年3月至5月）

雨季恰好在此时到来。今天海达斯佩河地区的雨季是在7月份开始，除非古代的史学家们在时间记录上出现了错误，否则就说明2000年前的雨季要比现代更早到来。暴雨、飓风频繁侵袭当地，士兵们也饱受恶劣气候之苦。由于道路经常为暴涨的溪流阻断，到处都是深厚的泥潭，行军变得十分艰难而缓慢。当军队穿过塔克西拉南部疆界，接近海达斯佩河时，必须要穿过一块斯皮塔克斯（Spirakes）统辖的狭窄关口。此人是波鲁斯的盟友，而且二者也具有血缘关系。斯皮塔克斯派兵据守关口，占领了其两侧的高地，试图长时间拖延敌军前进。不过亚历山大却亲自率领着骑兵，凭借一次高超的机动奇袭了敌军，将斯皮塔克斯赶入隘路中的一条死路，导致后者不得不拼尽全力并在付出了巨大损失后，才得以夺路逃走，前往波鲁斯那里寻求保护。在此两天之后，马其顿人抵达海达斯佩河，并在河岸上宿营。

海达斯佩河在夏季无法涉渡，只有在干燥冬季山脉的冰雪都已冻结时，才会出现可供涉渡的地点。由于倾盆大雨，海达斯佩河的宽度此时已经达到了1.5英里。在这条大河对岸，波鲁斯装备精良的军队也在营地前排成了战斗序列，300头战象
(1)

 排列在全军前方，随时准备阻击亚历山大渡河。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说法，波鲁斯手中拥有超过50000名步兵、3000名骑兵、100辆战车和30头大象；寇蒂斯则说他拥有30000名步兵、300辆战车和85头大象。印度士兵身材高大、健壮而又敏捷。步兵装备着一柄双手剑和一张5英尺的长弓，使用的箭矢有3英尺长，其盾牌则是由生皮制成。骑兵拥有两支标枪、一块盾牌，应该还会有一柄短剑。与其他东方将领一样，波鲁斯在会战中将战象作为最主要的决定性力量，其次是战车，在军中拥有骆驼骑兵时，其地位仅次于前二者，最后则是骑兵。以上这些兵种也组成了全军最主要的战斗力。尽管科芬河流域的印度佣兵曾给亚历山大造成他在巴比伦以东地区遭遇的最大麻烦，但波鲁斯的步兵却并没有在后来会战时发挥什么作用。不过这主要是得益于亚历山大的战术使他们完全无从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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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象



此前波鲁斯已经派出一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带领着强大支队去驻守河流上所有渡口，并在海达斯佩河与他自己的营地之间建立了一条哨戒线。由于波鲁斯拥有战车、战象以及数量庞大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亚历山大不敢在对方面前强行渡河，只能通过机动来争取安全渡河的机会。自阿贝拉会战之后，这也是他所面对过的最精锐部队。而他所面对的战争形势，也从山地小战重新变回了在平原上与对方进行激烈会战。印度佣兵在马萨加所表现出的战斗素养，令亚历山大对印度士兵的素质刮目相看，并因此认为波鲁斯也绝非等闲之辈。亚历山大被迫运用了诡计才成功渡河。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亚历山大这一次所施展出的高超行动，对于如何在敌军面前渡河这一问题，要算是为世人上了最有价值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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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攻击波鲁斯的总体行动示意图



此时已经进入了5月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冰雪融化以及频繁降雨，河岸遍布沙地的海达斯佩河河水湍急而又浑浊。再加上波鲁斯的精心设防，既是天险又有人力堵截的海达斯佩河不仅成为亚历山大前所未见的最大障碍，也同样是两位国王能力决斗的舞台。亚历山大首先采取措施，试图诱使波鲁斯认为自己不会在河水退潮前渡河。为达成这一目的，马其顿人首先蹂躏了波鲁斯盟友斯皮塔克斯的土地，又在海达斯佩河西岸的营地中收集了大量谷物，并且为士兵也建造了舒适的营房。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波鲁斯眼皮底下进行的。与此同时，由于波鲁斯在河岸保持着积极活动，以免自己遭到奇袭，亚历山大便准备以己方的积极佯动来消耗对方精力，不仅要使波鲁斯的士兵筋疲力尽，同时也要使他搞不清自己的目的何在。亚历山大用少量士兵编成了大量支队，在河岸与营地之间来回反复运动，并开始在河岸上准备舟筏、浮囊，收集木桩、木板。另外，他还把寇纳斯带来的船只重新组装起来，让它们在海达斯佩河里来回航行，吸引对方注意力。一部分小队士兵也被派到了河流中间的小岛上，与印度巡逻队进行散兵战斗。在亚历山大不断进行的佯动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且还会特意发出巨大噪声。亚历山大还让方阵步兵穿戴整齐，在营火照耀下排成行列，又经常在营地中吹响进军号。另外一部分士兵们或是牵着战马来回疾行，发出此起彼伏的声响，或是在船只上进进出出，就好像即将渡河一样。虽然只有一小部分马其顿部队参与了行动，但由于这些人始终不断地行动，整个佯动显得十分逼真。为对抗这些所谓的“渡河行动”，波鲁斯将战象带到了河岸上敌军发出最大噪声的地点，士兵们也彻夜全副武装地站立在他认为亚历山大可能尝试的渡河地点上。

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为应付可能的强渡行动，波鲁斯不断来回调动部队，导致士兵们疲乏不堪，而他本人也开始放松警惕，不愿再将部队暴露于恶劣的天气之下。亚历山大凭借小股部队造成的骚动，便足以使波鲁斯全军都排成战斗序列，这就导致他的士兵要比亚历山大更容易耗尽精力。显然，波鲁斯最终认定亚历山大一定会等到水位降低之后才会真正渡河，先前那些反复的行动，正是因为亚历山大屡屡接近河岸却不敢横渡所导致。无疑波鲁斯也听信了亚历山大有意散播的谣言。可事实上，亚历山大的部队却在休养生息，随时准备不顾恶劣的天气和水文情况，偷渡海达斯佩河。

亚历山大早已认清，面对着敌军营地渡河是有多么不明智。如果对方将战象带到河岸，他手下的马匹便会因不敢面对战象而无法过河。马其顿战马并不熟悉这些巨兽的体型和气味，而且对它们发出的声音也十分惧怕。亚历山大担心，如果马匹看到了对岸的大象，渡河时便不会安立于木筏上，最终导致渡河失败。事实上就连步兵们对战象的存在也并不适应。另外，亚历山大也已经确认，克什米尔王阿比萨瑞斯对自己并不忠诚，已经在准备派出全军支援波鲁斯。这就使亚历山大必须在两军会合之前完成渡河，而这又不能通过强渡，而必须采用偷渡的方式。

亚历山大的营地位于海达斯佩河西岸数英里距离上，地形崎岖，地势较高，波鲁斯所占据的东岸则是一片宽阔、富饶的平原。这就使亚历山大获得了能够用地形掩盖部队行动的优势，而同时他对波鲁斯的行动却可以一目了然。

当亚历山大看到波鲁斯已经为自己的行动所迷惑，不再将部队推进到河岸，而只是在数个最可能的渡口设防来对抗佯装的渡河行动时，他便开始为真正的渡河行动进行准备，同时其佯动也始终维持着原有频率。亚历山大选定的渡河地点位于其营地上游17英里处，此处由于河道弯曲以及支流交汇而形成了一块岬角。岬角上树木茂密，足以隐藏一支大军，岬角本身也被其前方一座遍布密林的无人岛所遮蔽。亚历山大在河岸上设立了一条哨戒线，沿最短路线将此处与营地连接起来。由于二者之间距离很近，无论是用信号还是用传令兵都可以迅速传递命令。更重要的是，这条哨戒线还可以用营火、噪音以及小规模行动来进行佯动，骚扰那些已经不认为亚历山大将要渡河的敌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到夜晚，马其顿士兵便在军营和岬角之间大张旗鼓地向对方显示存在，各哨所之间也点起大量营火，就好像有大批部队都驻扎在军营与岬角之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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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安将军绘制的海达斯佩河地形示意图



由于报告称阿比萨瑞斯已经在三天路程之内，亚历山大尽可能加紧完成了所有秘密准备工作。在波鲁斯正面那片旱季渡口，亚历山大公开地进行强渡准备，克拉特鲁斯负责指挥营地中的军队，他奉到命令，除非波鲁斯被击败或是率领主力（尤其是战象）向上游离去，否则他就不能渡河。无论任何情况下，克拉特鲁斯都不应与对方的战象交锋，只有当这些巨兽离开之后，他才能尝试渡河。亚历山大为克拉特鲁斯留下的部队包括后者自己的骑兵、部分阿拉霍西亚和帕拉帕米苏斯骑兵、阿西塔斯和波利伯孔的步兵旅以及5000名印度士兵。阿塔拉斯穿上了一套与亚历山大相似的盔甲，假扮成亚历山大扰乱敌军的判断。

在主营地与岬角之间的另外一个旱季渡口上，亚历山大也部署了梅利埃格、阿塔拉斯、格尔吉阿斯的三个步兵旅，并由希腊佣兵为他们提供支援。亚历山大命令这些部队在他自己与波鲁斯展开会战之后以纵队相继渡河。亚历山大本人率领着伙伴骑兵中的近卫骑兵、赫菲斯提翁、佩狄卡斯、德米特里厄斯的骑兵团以及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西徐亚骑兵、达安马弓手、持盾兵、“白人”克雷塔斯和寇纳斯的方阵步兵旅、弓箭手、阿吉里亚部队，沿一条远离河岸的道路，在对方视线之外前往预定渡口。幸运的是，行军过程中也没有激起扬尘暴露行踪。
(2)

 亚历山大应该是沿着两条名为康达努拉（Kandar-Nullah）和卡什（Kasi）的小溪（现已干涸消失）前进。马其顿人此前就已经在渡口处准备好了用来填充浮囊的干草，现在即快速将皮囊缝合。虽然此处自然条件尚且不如营地附近的渡口，但亚历山大却握有奇袭的优势。

当夜天气十分狂暴，伴随西南季风而来的雷雨淹没了准备工作所发出的噪音，森林和崎岖的地形也掩盖了马其顿人的营火。包括三十桨船在内，大部分船只都被拆分开来运到了此处，重新组装之后又被藏进了树林里。木梁、木板也已经被精心准备妥当。只待一声令下，渡河行动就可以开始。天将放亮时，暴雨开始减弱，亚历山大也抵达了那座波鲁斯哨兵视野之外的小岛。直到马其顿人开始从小岛上渡河之后，印度哨兵才发现了对方的行动，匆忙赶去警告波鲁斯。马其顿步兵们乘船渡河，亚历山大本人在佩狄卡斯、利西马科斯以及塞琉古伴随下乘坐着一条三十桨船。另外按照阿里安记载：“骑兵凭借着浮囊过了河”。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其一是骑兵攀着浮囊，与马匹分开游过河流；另一种可能则是人和马一起乘着浮囊支撑的木筏过河。考虑到海达斯佩河的湍急和宽度，马匹很难自行游到对岸，上岸之后立刻投入作战则更是无从谈起。

敌军哨兵确定亚历山大这一次是要真正渡河而非佯动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将消息送给了波鲁斯。马其顿方面，骑兵首先上岸，并在亚历山大和其随从军官带领下以纵队前进。两到三个方阵步兵旅被留在西岸，监视着从克什米尔通向海达斯佩河的道路。原先在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作战时经常出现的费罗塔斯旅、巴拉克鲁斯旅、腓力旅并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海达斯佩河会战中，可能被留下来监视克里米亚的就是这三个旅。

可是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就发现由于对地形不熟，他登上的土地并非海达斯佩河东岸，而是另一个位于河中央的大无人岛。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大岛与河岸是连接在一起的，可以供军队直接通过，但现在高涨的河水却将它与河岸分离开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困境。虽然亚历山大已经没有时间将船只调集过来，但还是必须将部队立刻送到对岸，否则敌军就有机会调来一支大军甚至战象来阻碍渡河，先前争取到的优势也有可能完全丧失。所幸，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马其顿人还是找到了最适合涉渡的地点，士兵们也在齐胸深的水中安全渡河。

骑兵从河水中走出来之后，亚历山大立刻率领近卫骑兵以及其余部队中素质最好的一部分骑兵组成了右翼战线，马弓手被推进到前方担任前卫，塞琉古率领下的近卫持盾兵也被部署在其余步兵前方，近卫军后方则是其余持盾兵。方阵两侧则部署有弓箭手、阿吉里亚轻步兵以及标枪兵。

亚历山大命令自己带到东岸的6000名重步兵以标准队形在后方缓步跟随，他本人率领着5000名骑兵作为主力向波鲁斯推进，陶伦（Tauron）受命率领弓箭手在后紧随（渡河的轻步兵人数可能在3000至4000），尽可能伴随骑兵行动。亚历山大坚信，如果波鲁斯将全军都带到此处来进攻他，自己即使无法击败对方骑兵，也能够抵挡住其攻势，直到重步兵抵达。如果波鲁斯撤退，他又可以带着骑兵追击，干扰对方撤退。因此他不顾手中部队人数稀少可能遭遇失败的危险，以袭步直向印度营地方向前进。

一直在监视着克拉特鲁斯佯动的波鲁斯，最初还认为侦察兵报告中那支正在渡河的军队来自于盟友阿比萨瑞斯，但很快他便认清了事实。不过由于他能够看到克拉特鲁斯手下仍有大量马其顿人，以及梅利埃格等人的部队仍位于对岸，他应该能够认清亚历山大所带到这一岸的，不过是马其顿军队的一部分而已。波鲁斯无疑应该亲率大部分军队前去将亚历山大切断，留下战象和部分步兵掩护正面渡口。可波鲁斯却似乎是想要在阿比萨瑞斯到达之前避免决战，最终只派出了一支小规模部队去抵挡亚历山大的前进，不过他可能也大幅低估了亚历山大的部队规模，或是仅将其视作一次侦察行动——因为他认为亚历山大仍然还留在海达斯佩河对岸。

亚历山大登岸不久之后，波鲁斯的儿子便率领着2000名骑兵和120辆战车出现了，其父命令他带着这些部队阻止马其顿人前进。亚历山大很快便与他遭遇。最初马其顿国王误认为波鲁斯已经率领全军赶来，此时自己所面对者正是敌军前卫。为此，他向前推进自己的马弓手与印度人进行散兵战斗，同时他又向后方部队下令加速前进，重骑兵则留在原地等待援兵到来。不过在经过侦察发现对方只是一支小型部队之后，亚历山大立刻一马当先地率领着伙伴骑兵向对方正面发动冲锋，同时轻骑兵则在对方两侧作散兵战斗。与其说这是一场会战，倒不如说是一场战斗。马其顿骑兵“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对敌军进行冲锋——这也是阿里安惯常的表述方式，其意义早已在前文讨论过了。

亚历山大的冲锋立刻便冲破了对方阵线。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波鲁斯的儿子与400名印度人一同被杀。由于印度人的战车重量过大，每辆车都要搭载6名士兵作战，又被耕地深厚的泥潭所累，全部都被马其顿人缴获。幸存者也逃之夭夭，马其顿人则紧追不舍。波鲁斯很快便获悉了亚历山大的出现，而且也认清马其顿人已经瞒过自己，渡过了他本应守住或至少在敌军渡河时给其造成巨大伤亡的海达斯佩河。现在他已经无法再坚守渡口，而只能在平原上与对方决战了。

波鲁斯在惊讶之余变得不知所措。亚历山大的欺敌行动完全取得了成功。波鲁斯能看到克拉特鲁斯手下人数不少的部队正在准备渡河，但他又知道亚历山大本人远比当面的敌人更加危险，而他却不知道哪一方面才是马其顿主力部队。不过，他非常清楚自己仅派遣了2000人去对付亚历山大是一个严重错误，并最终决定凭借数量优势来加以弥补，在敌军能够获得河对岸的援兵之前将其压垮。为此，他在留下了少量战象和相应部队驻守营地之后，便率领全军直接向亚历山大所在方向进发了。



————————————————————


(1)
 这一数字应来自阿里安的著作。


(2)
 这是由于印度湿度较大以及降雨导致土地相对泥泞，不会扬尘，而且当天也在下雨。



第四十一章　海达斯佩河会战（公元前326年5月）

波鲁斯率领着所有的4000余名骑兵、300辆战车、200头战象（每头战象都背负着武装精良的士兵）以及大约30000名步兵。当他抵达一片河岸低地后方适于战象、战车和骑兵行动的坚实地面时，便不再前进，开始排布他的战线。

波鲁斯在排布阵型时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术能力。他将战象以100英尺间隔排列在大约4英里长的第一线，掩护着整个步兵战线。波鲁斯希望凭借这些巨兽来吓阻亚历山大的骑兵，使他们无法发挥效力。如果马其顿步兵试图从战象的间隔中前进，象夫也可以驾驭战象向左右两侧旋转过来，踩踏马其顿步兵。印度步兵被分为150人的连队部署在第二线，位于战象背后，每个连负责支援一头战象，随时准备填充进战象之间的空隙，在马其顿步兵接近时对其发动进攻。在战象两侧，波鲁斯也部署了一些小型的步兵纵队加以掩护。印度骑兵则分为两部分，战线两端各部署2000名，战车也以150辆为一组被分成两组部署在骑兵前方。这种印度式的阵型事实上在东方并不罕见。印度战车由四匹马拉着，其上拥有两名身着铁甲的马夫、两名重甲车兵以及两名使用印度长弓的弓箭手。印度步兵也使用同样的长弓，羽箭达到3英尺长。不过由于印度人射箭时要把弓箭下端倚靠在地面上，导致发射速度并不快。

亚历山大接近波鲁斯排布战阵的地点之后，发现自己必须停止骑兵的前进，坚守到步兵抵达。此时他的处境极为危险，如果波鲁斯立刻向前推进，那么手中只有骑兵的亚历山大就可能会被击败。所幸波鲁斯并没有主动进攻，而方阵步兵也以很快的速度赶到了。亚历山大利用检阅部队的机会给士兵们一丝喘息之机，同时他还会时不时地向前推进几个骑兵中队，骚扰对方战线，并对其进行侦察，其前进范围以不至引发敌军进攻为限。亚历山大对波鲁斯能够在紧迫条件下合理部署部队的能力极为欣赏。波鲁斯将战象作为决定性力量，因为他深知马其顿骑兵无法与之抗衡，而这些骑兵也正是亚历山大所主要倚重的。对后者而言，战象也确实是一个他完全不曾了解的巨大问题。至于战车，亚历山大却并不怎么害怕，他早已在阿贝拉会战中遭遇过战车冲锋。

先前率领骑兵前进时，亚历山大一直将右翼倚靠在河岸边缘，但他也绝不愿意失去与左翼诸位副将的接触，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战术必须与波鲁斯针锋相对。他在骑兵方面要比波鲁斯更为强大，但步兵却远比对方更少。由于自己的骑兵绝不可能与战象抗衡，他无法从正面发动进攻，因为骑手们既不能强迫又不能哄骗战马去冲向战象。另外，如果双方以平行序列交战，自己的骑兵也无法抵挡印度的战车冲锋。但波鲁斯却明显要采取守势，这就使亚历山大获得了选择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的自由。而且与机动灵活的马其顿部队相比，敌军多少有些笨重、机动不便，这也是亚历山大手中最重要的优势。

迅速理清整个情况之后，亚历山大决定在印度人的左翼做决定性攻击，以求在对方进行机动或调整阵型前获得优势。他完全清楚，自己的军队能够以比对方快得多的速度行动，同时他也十分自信自己能够比敌方将领反应更加迅速。确定计划之后，亚历山大派遣寇纳斯带领着手下的近卫骑兵以及德米特里厄斯的骑兵，在崎岖山岭的掩蔽之下绕道前进，奉命在波鲁斯调动右翼骑兵支援左翼时攻击他的右翼，可能的话还要从后方攻击敌军步兵。亚历山大本人则率领着大部分骑兵，在步兵的远距支援下，以斜形运动向波鲁斯左翼的2000名骑兵和战车（后者的作战价值非常不可靠）前进。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亲自率领右翼，部分是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在沿着河岸前进，保护部队侧翼，同时也因为他一向习惯于率领右翼。亚历山大的行动诱使波鲁斯认为他只是在为步兵腾出正面以进行正面进攻，这也正是波鲁斯所希望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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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达斯佩河会战示意图



波鲁斯的注意力完全被亚历山大所吸引，并没有察觉寇纳斯的侧翼行动。正如马其顿国王所料，波鲁斯将右翼的骑兵调到了左翼来对抗亚历山大的攻势。

马其顿步兵方面，塞琉古率领着近卫步兵和持盾兵位于步兵右翼，安提贞尼斯指挥方阵步兵位于中央，陶伦则指挥着左翼的轻步兵。所有步兵都接到命令，以合适的距离跟随亚历山大向敌军前进，但在敌军左翼因骑兵攻击发生混乱之前不得与敌军交战。亚历山大认为，骑兵冲锋带来的混乱将使对方的战象和战车无从施展，其后步兵便可以进行一次决定性进攻击溃敌军。另外，亚历山大可能也将方阵排成了疏开队形，以便覆盖更宽的正面，而且也更适于抵挡战象。

由于波鲁斯占据着数量优势，更长的战线也超出了马其顿人两翼，波鲁斯本应立刻向前推进战象进行攻击。在步兵的支援下，这些战象部队的组织很像今天的炮兵连
(2)

 。如果波鲁斯果真如此行动，亚历山大就没有足够时间进行调整，战象的前进也足以使马其顿骑兵无法发挥效力。之后如果再能以战车进行一次冲锋，向内旋转过来攻击方阵两翼，亚历山大便可能遭遇决定性失败。波鲁斯的骑兵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因其子的失利而被击溃，但也足以遂行追击行动。可波鲁斯却停留在原地，坐等亚历山大展开进攻，而后者对主动进攻所能获得的优势要比任何人都更为明了。波鲁斯的消极防御态度对亚历山大而言不仅是一种幸运，同时也要算是拯救了他的命运。

由于亚历山大决定以几乎全部兵力攻击对方左翼，使马其顿军队再一次形成了斜形序列，而这一次毫无疑问是亚历山大故意为之的。

向右前方推进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首先派出达安马弓手，在弓箭射程上从正面与对方接战，而他本人则首先向右做一旋转，将手下骑兵组成纵队，跟随在达安人背后。紧接着他又带着赫菲斯提翁和佩狄卡斯的重骑兵进攻对方侧翼，可能在对方尚未及调转正面时便已经打击在了敌军身上。印度骑兵指挥官们似乎并没有认清马其顿人的行动目的，因为这些骑兵的前进已经超出了步兵支援范围。亚历山大自然也不希望敌军理解自己的行动意义。寇纳斯此时已经完成了对印度右翼的迂回，在对方骑兵缺席的情况下，他聪明地打击在印度步兵的右翼和背后，给对方带来了巨大混乱，使他们无法再发挥任何作用。对波鲁斯而言，这要算是一个巨大打击，导致其整个右翼在会战中都不曾发挥任何作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寇纳斯又凭借着敏锐的战术眼光，从印度军战线的后方绕过，前去支援正在与印军左翼战斗的骑兵主力。
(3)



为同时应付亚历山大和寇纳斯，印度骑兵不得不组成双重正面，绝大部分兵力仍面对着亚历山大。不过就在印度人调整阵型以应付两线作战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发动了一次最猛烈的冲锋。印度人立刻即被逐退，向战象撤退。按照阿里安的形容，他们“就像是退向友军城墙寻求保护一样”。一部分战象转向左翼对马其顿骑兵发动冲锋，以支援印度骑兵。与预想相同，亚历山大的战马根本不敢接近大象。不过这样一来，这些战象也将自己暴露在了敌人面前。业已开始前进的马其顿步兵不久后便打击在战象侧翼。步兵们坚定地推进，杀伤了不少象夫。这些巨兽失去控制之后，便漫无目的地来回乱撞，敌友不分。不过仍有一部分战象向右转回正面，并由象夫催动着前进，试图踩踏面前的方阵步兵。所幸马其顿步兵们的疏开序列使士兵们能够轻易躲避战象，并在刺伤巨兽后将其逐退。

由于战象的行动吸引了马其顿人的注意力，印度骑兵得以重新集结起来，再次向马其顿骑兵发动进攻。但他们还是被亚历山大手中更加强大且纪律更好的骑兵反冲锋所击败，被驱赶到了战象脚下，使印度阵线中的混乱加倍严重。至于印度军左翼的150辆战车在会战中有何表现，史料中并没有记载。可能混杂在一起的战象、骑兵、步兵使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冲锋，而战车在战场上最需要的便是空间。也可能是亚历山大在右翼所进行的冲锋已经冲散了这些战车。无论如何，这些战车在会战中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史料中之所以不曾提及他们，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曾在亚历山大进攻之前变换了部署位置。

到了此时，亚历山大的骑兵也已经因为反复发动进攻，再加上战象造成的恐慌而失去了秩序，这使他无法再进行有系统的冲锋。不过当寇纳斯终于得以与他会合到一起之后，二者相加，仅在重量上便完全压倒了敌军，更不用说在素质方面的优势。亚历山大虽然面对着超乎寻常的激烈抵抗，但还是不断对印度士兵和战象发动进攻。已经完全失控的战象冲向方阵，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和损失。不过方阵步兵们也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作战素质，即使屡屡被冲散，却总是能在号声命令下集结起来，最终将战象击退。巨兽疯狂地从印度阵线上踩踏而过，向后逃跑，给友军造成的伤亡远比给敌军造成的更多。

此时战场上的局势已经白热化。亚历山大和寇纳斯不断从侧翼和背后压迫着波鲁斯的右翼，尽管马其顿人已经精疲力竭，但却始终坚持战斗，而且他们的反复冲锋也逐渐展现出决定性效力。无论遭受何种打击，只要能够暂时脱离战斗，马其顿骑兵的纪律都使他们可以在被击退后重新集结起来。战象一次又一次被催动着向方阵冲锋，却每次都在被刺伤后掉头逃跑，给印度人造成巨大伤亡。陶伦手下的轻步兵在对抗战象时最具优势。马其顿步兵拥有充足的运动空间，可以在战象进抵时向后撤退或放宽行列使它们通过，之后再重新将战线填补完整或是前进与对方进行白刃战。与此相对，数量庞大的印度步兵们却已经拥挤在了一起，一旦战象被方阵击退，就只能听凭野兽践踏。最终，那些不愿继续在双方火力之间挣扎的大象，就好像“随着涨潮离去的船只”一样，直挺着鼻子，惊恐地号叫着退出了战场——它们已经彻底失控了。

亚历山大看到胜利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他将方阵撤到后方，但仍保持着他们的接敌状态。其本人则继续率领着骑兵对印度步兵阵线的侧翼进行冲锋，很快便将他们挤压成了一团动弹不得的乌合之众，毫无重整阵线的机会。波鲁斯虽然英勇过人，也始终拼尽全力想要挽回败局，但他头脑中从没有任何大战术观念，也不曾进行过任何平行序列以外的会战。即使他知道该如何调动右翼，也还是会因亚历山大对其左翼的猛烈冲击而无暇顾及。为进行最后一搏，这位印度国王集中了40头尚未受伤的战象，将它们组成一个纵队向着即将取胜的马其顿人冲锋，他本人亲自骑着一头巨大的战象领导进攻。亚历山大用弓箭手、标枪手来对抗这次冲锋，让他们在纵队四周不断进行散兵战斗，要么杀伤象夫，要么便从背后切断战象的跟腱，挫败了波鲁斯的反击。

到了此时，亚历山大终于下令方阵组成密集队形，将盾牌互相连接在一起，长矛向前伸出，呐喊着向印度阵线前进，而骑兵则迂回到敌军背后，从另一个方向对他们展开冲锋。整个印度军队现在已经动弹不得，互相挤在一起。士兵们之所以还能聚在一起，而没有溃散，仅仅是因为对上级习惯性地服从，只有一些零散的士兵从亚历山大各骑兵中队的空隙之间或是向右翼方向逃走。

会战总共进行了8个小时之久，亚历山大凭借着清晰明了的战术以及对骑兵的高超运用赢得了胜利。可能再没有旁人能像亚历山大这样如此精明、持久、有效地运用骑兵了，而他本人作为一名骑将的卓越素质也要超过他的其余一切能力。让寇纳斯迂回敌军右翼和后方这一计划十分大胆，而且在执行上也极为出色。从不曾有过哪位骑兵将领，能够在战场上保持如此勇敢、敏锐的头脑，将某一兵种发挥到如此极致。在这场海达斯佩河会战中，亚历山大所做的一切部署都十分出色。他在后方营地中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兵力，完全可以在自己遭受失利的情况下掩护撤退。梅利埃格、阿塔拉斯、格尔吉阿斯的三个旅虽然渡河较为迟缓，却也仍是一支可观的预备力量。最后，他对自己以及寇纳斯能够在平原上面对波鲁斯时发挥何种效力，也有着明智的预期，并最终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许我们可以说亚历山大仅带领14000人渡河去面对将近3倍于己的敌军是有勇无谋，而这也毫无疑问正是会战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伤亡也如此惨重的原因。
(4)

 但愿意承担风险始终都是亚历山大天性的一部分，而他所取得的成功也总能证明其冒险行动绝非无谋。

克拉特鲁斯已经在面对着敌军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成功渡河，梅利埃格、阿塔拉斯、格尔吉阿斯等其余部队也来到了战场。这些生力军不仅确保了会战的胜利，而且还接替亚历山大的疲乏将士对波鲁斯进行追击。阿里安记载说波鲁斯在会战中损失了20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狄奥多拉斯则说有12000人被杀，另有9000人被俘。他们的战车在战场上非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成了累赘，最终也全部都被摧毁。之所以如此，也可能是因为土地过于泥泞导致战车无法进行冲锋。波鲁斯的两个儿子、斯皮塔克斯以及几乎所有显贵都在战斗中阵亡，所有的战象也都被杀死或者被俘。马其顿人一方有230名骑兵和700名步兵阵亡，阵亡率超过了6.5％，也是同等规模会战中的最高纪录。这一数据足以打消所有质疑亚历山大总能轻松获胜的说法。同时如此之高的阵亡比也证明亚历山大早已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如果按照常见的阵亡/受伤比例来计算，马其顿全军伤亡总数在全军人数中占到了73％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伤患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可以引用寇蒂斯对另一次战斗的评价来描述：“将士们回到营地中时，几乎没有一人不曾受伤”。

波鲁斯本人也成了俘虏，他在整场会战中的英勇表现令亚历山大颇为欣赏。这位印度国王高高地乘着一头巨象，以无比的勇气率领士兵作战。会战失败后，尽管已经受伤（寇蒂斯说他总共受了9处伤），波鲁斯还是不愿投降，尝试逃离马其顿人的追击。亚历山大亲自骑着布塞弗勒斯紧跟在后，而这匹高贵的老战马也因为过度劳累倒在了追击途中。按照通常的说法，布塞弗勒斯去世时已经活了30年。根据传说，亚历山大上马时，布塞弗勒斯每次都会主动跪在地上。而事实上这一习惯在当时并不罕见，由于没有马镫，骑兵又装备着沉重的铠甲和武器，上马时自然愿意让战马跪在地上。现在处在濒死之时的布塞弗勒斯，也并没有等到自己跌倒时把亚历山大摔下马背，而是停下了脚步，柔和地屈下膝盖让亚历山大下马，之后才翻倒过去一命呜呼。据说在没有上鞍时，只有亚历山大本人和他的马夫可以驾驭布塞弗勒斯。而一旦缰绳和马肚带都被系好，布塞弗勒斯便只许亚历山大一人骑乘，即使连马夫也无法驾驭他了。

以下引述阿里安的记载：

“波鲁斯在会战中表现出色。他不但是一位统帅，而且也是一名勇猛的战士。当他看到自己的骑兵和战象遭到屠杀，有些大象倒下，有些则由于无人驾驭而到处狂奔，犹如丧家之犬，而且他的步兵也已经大部分牺牲时，他并没有效法大流士大王，在士卒面前率先逃命。与之正相反，只要哪怕还有一部分部队仍在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他本人也就坚持继续英勇战斗。直到他的右肩负伤之后——这也是他身上唯一一处没有重甲覆盖保护的地方——他才把战象转过头去撤退。亚历山大看见他在战斗中表现得极其高贵而英勇，就不忍杀他，想保留他的性命。于是他首先派遣塔克西勒斯去追上波鲁斯。塔克西勒斯骑马来到波鲁斯投枪的投掷范围以外，要求对方把大象停下，告诉他再怎么逃跑也没有用，要他听听亚历山大的口信。波鲁斯回过头来，看到宿敌塔克西勒斯，拨转象头朝他冲来，想用投枪射死对方。若非塔克西勒斯及时躲开，波鲁斯可能已经真的将他杀死了。而尽管波鲁斯态度如此，亚历山大仍然不生他的气，反而不断派人去找他。最后，亚历山大派出了一位波鲁斯的老友迈罗斯（Meroes）。波鲁斯看到迈罗斯，当时他正渴得难受，终于让大象停住脚步，从上面下来，喝完水，恢复精神之后，让迈罗斯带他去见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知道波鲁斯即将到来时，就带着几名伙伴骑兵来到阵线前方迎接他。亚历山大把马勒住，欣赏着波鲁斯魁梧的身材和英俊的仪表。另外，亚历山大也惊讶于对方并没有降伏的表示，而只是像一位勇士前来面见另一位勇士，刚刚英勇保卫了自己王国的国王来会见另一位国王一样。后来还是亚历山大首先开口，询问波鲁斯想要得到何种对待，后者答道，‘亚历山大，你就照一个国王应有的风度来接待我好了！’亚历山大对这一回答颇为满意，又说，‘波鲁斯，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你理应得到这种待遇。但就你本人而言，你所希望的条件又是什么？’但波鲁斯却说他所要求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包括在内。亚历山大对这种说法更是感到愉快，于是不仅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原有人民，还把另一片土地也交给他统领，其面积远比波鲁斯本国土地要大得多。就这样，亚历山大的确是按照国王的风度对待这位勇士，从那之后，他也发现波鲁斯在各方面都十分忠诚。”



————————————————————


(1)
 在海达斯佩河会战中，亚历山大选择以自己右翼作为斜形序列打击方向，也因为敌军左翼依靠着河岸，是无法迂回的。他必须将敌军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侧之后，寇纳斯才能够迂回对方右翼进行打击。


(2)
 事实上更像是在步兵伴随下的坦克。只不过在道奇的年代，坦克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此他也不可能举出这种例子。


(3)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下寇纳斯为何不继续对波鲁斯的步兵发动进攻，反而“绕远”去攻击对方左翼的骑兵。首先，骑兵的一切意义便在于运动和攻击。寇纳斯在击溃波鲁斯的右翼之后，绝不能停在原地，否则这些缺乏步兵支援的骑兵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即使只被少数敌军攻击，亦可能发生崩溃。而此时虽然寇纳斯已经击溃了敌军右翼，但自己与亚历山大之间却仍被对方左翼所阻挡着。若波鲁斯带着一部分步兵、战车或者战象前来攻击，他仅靠骑兵是绝不可能守住位置的。第二，由于单纯的骑兵无法和队列、纪律都比较齐整的步兵进行对抗，再加上战象的威胁，在利用奇袭击败波鲁斯的右翼之后，如果寇纳斯想要继续进攻波鲁斯左翼的步兵，那么他就必须等到方阵先与对方接触、钉死对方的正面之后才能行动。而由于亚历山大采取的斜形序列，方阵此时距离敌军仍然较远，寇纳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催促他们加快速度，而且他一定也知道亚历山大已经给方阵下达了缓步前进的命令。这样一来，所能攻击的便只有业已与马其顿右翼骑兵交战的印度左翼骑兵。而且对这个方向发动进攻，也更方便重新与主力建立联系。


(4)
 之所以仅带领如此少的兵力渡河，无疑是受到了时间和隐蔽需求的限制。若调动太多军队，不仅渡河时间要大为延长，工具也可能不够用，而且被对方洞察到计划的可能性也将大幅提升。



第四十二章　五河之地（公元前326年5月至7月）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河最重要的两个渡口处分别建立了一座城市。其中尼卡亚（Nicaea）距离会战地点不远，以纪念那场会战。另外一座城市则建立在上游10英里处的大路上，位置接近于他渡过海达斯佩河的地点。为纪念自己勇敢忠诚的战马，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布塞弗拉（Bucephala）。

阿里安记载道：“布塞弗勒斯终其一生都在为亚历山大分担劳累和危险。除亚历山大以外，谁也不能骑它，因为它从来都不肯让别人骑。布塞弗勒斯体格雄伟、性格刚烈。它身上烙有一个牛头印的标记，其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不过也有人说，是因为它通体黝黑，只有头上长了一块像牛头的白斑，才被称作布塞弗勒斯。有一次布塞弗勒斯曾在乌克西亚被人拐走，亚历山大就发出公告，说如果当地人不把那匹马交出来，他就要把所有人都赶尽杀绝。这个公告发出之后，立刻就有人把布塞弗勒斯送回来了。透过这个事件，亚历山大对布塞弗勒斯的感情可想而知，而他在当地土人中的威望也不难看出。不过，我在这里称颂布塞弗勒斯，也只是为了从一个侧面去描述亚历山大而已。”所有将战马这种高贵生物当作朋友的人，对这种感情也都能感同身受。

亚历山大对印度人软硬兼施的政策十分令人钦佩。他已经在与波斯疆土接壤的那部分印度土地上，建立了明确但并不直接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对印度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自己不可能征服所有印度人，而他也并不准备这样做。现在他已经征服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印度河之间所有的土地，并梦想着将它们融合成一个巨大的希腊—波斯帝国。可对于印度而言，情况却并不一样。亚历山大在印度只希望建立一些仆从国，并与印度王公们建立盟友关系。他并不打算征服所有人民，而只想要控制他们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合理有效的政策。

早前波鲁斯曾希望控制印度河与海达斯佩河之间所有的土地，在几近功成之时，引发了塔克西拉国王的担忧，害怕其打破权力平衡，最终导致二者成了敌人。亚历山大并不希望将印度完全交给任何一位单独的王公去统领。对他而言，至少要将五河之地的权力分配给两名以上的王公才能确保平衡。正因为如此，亚历山大明智地将这些土地平均地分给了波鲁斯和塔克西勒斯，使他们能够互相制衡。他将一些小公国分别并入二者的领土，并让他们满足于既得利益。通过这种方法，亚历山大也牢牢握住了印度的控制权。

在此期间，在阿尔诺斯之岩担任印度河西岸地区总督的希西柯塔斯向亚历山大报告说，后方的阿萨西尼亚人发生了叛乱，杀死了当地督统，各部落联起手来试图驱逐征服者。这一叛乱可能是受到了克什米尔王阿比萨瑞斯的煽动。如果我们还记得，此人始终扮演着两面三刀的角色，曾在派出使臣向亚历山大表示臣服的同时派兵支援波鲁斯，现在波鲁斯成为亚历山大的附庸之后，又想要再次表示臣服了。可无论如何，这次叛乱还是在亚历山大的交通线上撕开了裂口，必须予以镇压。为此，亚历山大命令印度总督腓力与帕拉帕米苏斯总督泰里亚佩斯会合起来前去镇压，同时也命令其余后方总督为他们提供支援。这些措施迅速便压平了原本可能带来麻烦的隐患。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河附近停留了长达一个月时间，举行献祭仪式和运动会来纪念胜利，埋葬阵亡勇士。在那之后，他命令克拉特鲁斯去建造并加强前述两座城市，自己则率领一半的伙伴骑兵、一部分精选的方阵步兵、马步弓手以及阿吉里亚人前往东北方向，去对付波鲁斯领地以远、高加索山脚下的格劳西亚人（Glaucian），波鲁斯和塔克西勒斯也都伴随在他左右。由于征服了这片土地即可打开通往克什米尔的道路，这一行动对阿比萨瑞斯造成了直接威胁，后者也因此而愈发急于求和，派遣另一个使团带来40头大象作为礼物。由于面临着太多的工作，亚历山大也愿意不计前嫌。格劳西亚人的所有城镇、村庄都被占领，其中至少有37座城镇的人口都达到了5000人以上，一部分人口还超过了万人，这也说明了当地的繁华。由于先前他已经将一大片土地分给了塔克西勒斯，格劳西亚也就被划给了波鲁斯。

[image: ]
五河之地示意图



这次战役将亚历山大带到了一片山区。他发现这里拥有大量适合造船的木材，就砍伐了大批树木，将其顺流而下送给克拉特鲁斯，作为计划中建造舰队所需的资材。按照计划，在征服印度之后，他将乘船沿印度河顺流入海返回巴比伦。不少邻近民族的使臣也都到这里觐见亚历山大，他们之前曾因波鲁斯遭到击败而震惊，现在同样又因波鲁斯能够被亚历山大置于如此高位而惊讶。先前由帕提亚、赫卡尼亚总督福拉塔弗尼斯统领的色雷斯骑兵也在这里与亚历山大会合。他认为自己手中不能没有足够的本土骑兵，否则东方骑兵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开始朝南进向阿塞西尼斯河（Acesines）。这是一条流速极快的山地河流，宽度也超过了两英里。亚历山大选择在河面最宽阔的地段进行渡河，因为此处的水流比其他地段要稍微柔和一些。阿塞西尼斯河的河床遍布石块，河水不仅流速很快，还形成了一系列漩涡。马其顿士兵中，使用浮囊渡河的人尚且轻松，但那些乘舟船、木筏渡河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很多船筏都因撞上岩石而损毁，大量人员也因此丧命。

渡河后，亚历山大让波鲁斯返回自己的土地，征召最善战的部队和所有战象来与自己会合。之后他又命令克拉特鲁斯带领手下的那部分方阵步兵（具体数量并未提及）留在阿塞西尼斯河南岸，等待那些被亚历山大派去征发给养的部队归来，并作为一个桥头堡驻守在马其顿人的作战线上。

按照斯特拉堡的说法，山脉脚下还有一个部落的国王名字也叫波鲁斯。他是那位海达斯佩国王的表亲，因曾在困境中抛弃那位同名亲戚而被马其顿人戏称为“懦夫波鲁斯”。此人原打算向亚历山大投降，以迎奉的手段来消除其叔父对这位征服者的影响力。可是当他发现那位年长的波鲁斯仍然受到亚历山大尊敬时，他又转而选择进行抵抗，撤退到了自己领地的远端。亚历山大亲自率领轻装部队进行追击，并依照合适的间隔，在前进路线上留下哨所，以便在克拉特鲁斯和寇纳斯追随自己前进时或征发给养或为他们提供掩护。可当他追至海德劳提斯河（Hydraotis）之后，却发现如果继续追击下去，路途还将十分遥远乏味，因此他就让赫菲斯提翁带着手下的骑兵团以及德米特里厄斯的骑兵团、半数的弓箭手以及两个方阵步兵旅去征服这位“懦夫波鲁斯”位于海达斯佩河以及海德劳提斯河之间被称为甘达里提斯（Gandaritis）的土地。另外，赫菲斯提翁还接到命令，要他征服当地所有印度部落，并在阿塞西尼斯河主渡口南岸建立一座城市。征服工作完成后，赫菲斯提翁就将这片土地交给了老波鲁斯去管辖。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本人则跨过了海德劳提斯河，其渡河过程要比在阿塞西尼斯河容易许多。河对岸是所谓“自由印度人”的土地，其中一个部落名为卡萨亚人（Cathaean）。有意思的是，在印度这片被专制君主统治的大陆上，自从史前时代即存在着一系列小型的共和国，或是如他们所自称的“无主之民”。四周的王公们始终瞧不起这些自由民，无疑也曾尝试去征服他们。这些自由印度人最大的城市和首府桑加拉（Sangala，即现代的拉合尔）的城墙十分坚固，附近的盟友也已经在亚历山大前进道路上进行过阻截。这些自由部落十分善战，从未被任何人征服过。波鲁斯也告诉亚历山大说他曾不止一次想要征服他们，但这些人在会战中总是极为坚韧，使他屡次空手而归。这些人似乎具有一些真正的共和精神。所有这些报告，都激发了亚历山大想要征服他们的雄心。

亚历山大回过头向这些部落前进。在重新渡过海德劳提斯河之前两天，亚历山大途经阿德赖斯泰人（Adraistean）的城市品普拉马（Pimprama）时接受了当地人的投降。渡河之后又经过三天，亚历山大进抵桑加拉城下，发现野蛮人已经在城市前方的高地上排布好了战斗序列，而且他们还用辎重车在周围组成了三道防线。这座高地控制着周围整个地区，似乎有两面呈断崖地形，只有正面可以通行。桑加拉城本身也位于一座从平原急剧突出的高地上，其后方拥有一片广阔但水深的湿地保护。

亚历山大立刻认清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等艰巨，那些关于这些自由印度人如何好战的传闻也所言不虚。不过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让这些野蛮人在被击败后彻底敬服于自己，他就不能有丝毫犹豫，必须立刻发动进攻。为此他立刻派出马弓手作为散兵来掩护后续部队的前进，使自己能够在不受桑加拉人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排布作战序列。像以往一样，亚历山大将骑兵和弓箭手部署在两翼，将方阵列在全军中央。亚历山大亲自率领的近卫骑兵和原属于克雷塔斯的伙伴骑兵中队位于最右翼，持盾兵和阿吉里亚部队位于他们左侧，接下来就是方阵以及佩狄卡斯位于左翼的骑兵部队。后卫部队抵达之后，骑兵分别加入左右两翼，步兵则与中央的方阵混编在了一起。

由于印度军左翼的车仗相对不那么紧密，在防线中似乎是较弱的部分，因此亚历山大首先将右翼骑兵向前推进去攻击那里，希望凭借一次迅猛的冲锋击溃敌军，或至少逼迫敌军从车城背后走出来，在开阔地与自己交战。不过很快他就发现，骑兵根本不适合用来对抗车城，而且对方也极为明智，绝不从自己的临时阵地中走出一步。他们深知车城的价值所在，以杰出的技巧从车上或车辆之间向对方投掷武器，在马其顿人之间造成了不小损失。最终在这些印度人的坚强抵抗之下，亚历山大不得不召回骑兵和轻步兵，亲自下马率领方阵在令人恐惧的呐喊声伴随下，英勇地对车城进行冲锋，很快便攻克了第一道车墙。但由于第一道车墙和第二道车墙之间的空间有限，根本不适于萨里沙长矛施展威力，而更适合于短剑或投枪。印度人凭借着庞大的数量优势和两道车墙掩护，精准地向马其顿人发射矢石和标枪，不止一次击退了这些方阵步兵。桑加拉人以最高的勇气和坚韧，凭借着此前每战必胜的信心防御着车城，没有显出一丝动摇痕迹。相对于在开阔地上进行会战，这种战斗也并不适于方阵步兵。亚历山大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失败。在经过漫长而血腥的搏斗之后，野蛮人终于被逐出了第二道车墙。而且在绝望之下，印度人丧失了击败敌军的信心，没有在第三道车墙上做任何抵抗便撤回了城市，紧闭城门。

桑加拉城墙范围之大，导致亚历山大根本无法完全包围该城。由于他认为印度人会趁着夜幕逃跑，便在他无法封锁的方向上设置了骑兵岗哨。事实证明亚历山大的判断是正确的，印度人刚一出城便遭到始终保持警惕的马其顿骑哨攻击，前排人员几乎全被杀死，余下的人则放弃尝试逃回城内。现在亚历山大不得不对桑加拉进行围攻，他用较少的士兵从三面封锁住城市。而在距离其营地最远的湿地湖泊一面，只部署有少量精心挑选的骑兵。亚历山大还准备建造攻城塔和其他攻城武器，压制并摧毁城墙。但他从叛逃者那里听说，桑加拉人将在第二天夜间从没有封锁的湖泊方向再次尝试逃亡，由于湖水很浅，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涉渡。为应对敌方突围，亚历山大让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率领三个持盾兵团、阿吉里亚部队以及一个团的弓箭手部署到那个方向上，告诉他如果印度人真的尝试突围，就要不计代价阻挡住敌人，并向自己发出告警。另外，他又命令其余部队当夜不得卸甲，随时保持戒备，必须在一声令下之后立刻赶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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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桑加拉示意图



正如亚历山大所预期的，印度人在夜间再次尝试突围。托勒密已经把很多之前野蛮人用来当作工事的辎重车连接在湖水中，组成了一道封锁线。当天夜间，托勒密手中的士兵封锁了所有从桑加拉通向外界的道路，为预防封锁线被拆毁，他还用泥土在湖中堆起了一道土垒。天将放亮的第三班岗时分，印度人开始出城，随即便被托勒密截住，亚历山大在听到警报之后也带领着其余部队赶到此处。印度人为车墙和障碍物所阻，很快就被赶回城内，并在背后留下了5000具尸体。

不久后波鲁斯带领着5000名印度士兵和一些战象来到了此处，掩体、攻城塔、攻城锤等设施也已经建造完毕，正逐渐向厚重、坚实的城墙推进。马其顿人已经在城市周围挖掘了两道壕沟，而且也开始在一些地方尝试用地道破坏城墙。一切情况都在向胜利的方向发展。但亚历山大本人却因为这次围攻而变得不耐烦起来，最终决定再次尝试强攻城市。马其顿士兵们为进攻进行了精心准备，配发了大量攻城梯，他们在印度人戒备最为松懈时开始攻城，很快便取得了全面胜利，攻克了桑加拉。在亚历山大的命令下，士兵们杀死了所有手持武器的居民。被杀人数达到了17000人之多，另有70000人和3000辆车乘被俘。这一数字十分值得怀疑，因为桑加拉城的遗址看上去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居民。当然，也有可能大部分人平时都是生活在城外的。马其顿一方有120人阵亡、1200人受伤，侍从副官利西马科斯也在伤者之中。桑加拉城被夷为平地，土地则交由波鲁斯管辖，驻防军也都是其手下的印度部队。

作为亚历山大的书记官，欧迈尼斯虽然是全军最能干的军官之一，但却因身为希腊人而受到马其顿军官嫉妒，导致无法升迁到他完全胜任的显赫岗位上，而他的名字在亚历山大整个远征过程中也很少被提及。不过这一次，亚历山大派遣他率领300名近卫骑兵，去告知两座曾支援桑加拉对抗亚历山大的邻近城市，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仍然可以得到优待。可是当欧迈尼斯抵达之后，却发现两座城市都已经遭到废弃，原有的部落居民也已经逃之夭夭。桑加拉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使两地军民不愿相信欧迈尼斯是怀抱和平意愿而来，这些人也十分害怕马其顿士兵，因此并不愿意重回家园。亚历山大转而决定率军对其进行追击，但由于他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距离，最终不得不放弃行动。留在城市内的老弱病残遭到马其顿士兵屠杀，死者人数在500人左右。这种恶劣的行为超出了战争需要，不过在当时却是每日习以为常之事。当地的管理权被交给了波鲁斯。与桑加拉的悲剧命运截然不同，一些主动投降的自由印度人受到了亚历山大的优待。

从自由印度人的土地启程，马其顿军队又开始向索培西斯王（King Sopeithes）位于意貌山（Imaus）以远的土地前进，一路进抵希发西斯河源头以及其周围费格乌斯王（King Phegeus）的领地。所到之处，马其顿军队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地人也向他们献上了厚重的礼物。与那些“无主之民”的不合，无疑也是他们欢迎亚历山大的原因之一。

从意貌山下山之后，亚历山大降入了一片合适的渡口，准备从那里渡过希发西斯河，征服对岸的部落。似乎到了此时，只要面前还有可以征服的土地、城市或者部落，就一定会激起亚历山大的征服欲望。据说希发西斯河对岸的土地十分肥沃，当地居住的人民也相当优秀。他们身材高大，作战英勇，就连战象也要比印度其他地区的更大、更可怕。统治这些人的则是一些开明贵族。亚历山大希望能够亲眼见到这个民族，并将他们并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从科芬河谷起，他已经行军如此之远，却还是没能找到海洋、沙漠或是大型山脉来作为帝国疆界的自然屏障，因此亚历山大心中始终都在担心帝国受到周边未征服民族的威胁。此外，他也仍然希望自己能够进抵恒河，并从那里进入印度洋。亚历山大本人从来不知疲倦，野心也从不满足。但在他之下，马其顿士兵们的士气早已开始衰落了。



第四十三章　折返（公元前326年7月至10月）

在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始终都在与马其顿士兵们的嫉妒心理斗争。每当亚历山大宣布一项对亚洲人有利的政策，他的同胞便会因嫉妒而感到不满。亚历山大曾赏赐给不止一次为大军提供过给养的塔克西勒斯1000台仑黄金，梅利埃格对此却说：“难道我们要大老远跑到印度，才能找到一位值得给予如此厚重礼物的人？”为安抚本土士兵，亚历山大压抑了自己的脾气，甚至开始有些忽视这些情况。他自己也曾说过：“让他们抱怨好了，只要听话就是。”——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始终奉行着亚历山大的所有命令。到此时为止，副将们时刻都好像在亚历山大眼皮底下一样恪尽职守。相比之下，恺撒和拿破仑的副将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亚历山大手下的总督，而不是将军们，曾给他制造过麻烦。无论亚历山大发布何种命令，将军们总是能够履行职责。在他手下，马其顿军队不是以高速行进，就是要跨过最艰难的山地、河流或是沙漠，经历最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但将军们却总是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可能从未有哪位统帅，能够拥有如此顺从的下属。可无论如何，马其顿官兵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自由权利，而且经常借此大发牢骚。

过去数月时间里，由于亚历山大对疆土愈发贪婪，士兵们的不满也变得超乎寻常。过往诸如费罗塔斯、卫兵、卡利斯提尼斯等人的阴谋都是因此而起，如今这种不满本身也膨胀到了一个危险境地。在所有的隐患中，抗命、兵变、谋反都不如士兵们借着与生俱来的权利拒绝继续前进更加可怕，这对亚历山大的威胁更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通马其顿士兵拥有今天共和国志愿兵那样的公民权利，但很明显，马其顿和希腊盟军士兵领袖们的意见对自己将被带向何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无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士兵们终于要开始使用这些权利了。

对继续进军的这种抵触情绪早已蔓延到了全军上下，即使与亚历山大最亲近的至交也不例外，而这些意见也已经在数次会议上与亚历山大公开讨论过。按照不成文的法律，可以说马其顿军队就是以指挥官为核心的公民大会，士兵们也对决策有着一定影响力。早在此前，亚历山大便曾反复与这种情绪争斗。现在官兵们终于开始下定决心，至少要在某个可见的未来，能够返回家乡，享受辛苦得来的财富，而不要继续在看不见终点的冒险中面对更大危险。军队中更是有流言称，印度王公赞德拉米斯（Xandrames）已经在恒河的源头集中了20万名步兵、20000名骑兵、2000辆战车、300头战象，准备阻挡马其顿人。毫无疑问，这些消息都是过分夸大了的，但对士兵们造成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官兵们多次与亚历山大商谈，向他表达自己的担忧。一些比较温和的士兵告诉亚历山大，自己不愿意再前进太远了，激进分子们则直截了当地宣布绝不会迈过希发西斯河一步。通常而言，士兵们最大的缺点便是惰性，亚历山大深知这一点，因此也总是让他们不断工作来克服惰性。可现在情况却截然不同了。

士兵们的不满爆发之后，亚历山大立刻便认清了局势。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威和人类耐力一样，都绝非无穷无尽。他知道，马其顿士兵们之所以至今都能够忠实追随自己，并不只是因为忠诚、勇敢、好战、仰慕他的军事成就或是他分享给他们的大量财富，同样也因为士兵们始终都爱戴着，而不只是忠实于自己。不过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很清楚士兵们手中握有的权利足以左右其决定，绝不能如儿戏般对待。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认清，人类的耐力、忍耐总是有极限的，而他的士兵们已然达到了极限。

在危险情绪失控之前，亚历山大像平常一样将指挥官们召集起来举行会议，向他们解释军队所处的地位。他告诉军官们，恒河的源头已经离他们已经不远，只要能够进抵恒河，他便能够用大洋作为征服的疆界。若不如此，任何不够可靠的疆界都必将招致叛乱或外敌入侵。他希望唤起军官们爱国的热情，对荣誉的热爱，并说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才是这片广大土地和财富的拥有者。不过他又说自己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就好像我想要劝你们继续前进一样，你们也可以向我说明想要回国的理由。”下属们虽然爱戴亚历山大，但却也同样惧怕他，而且之前也有不止一人因为仗义执言而丧命。因此在犹豫片刻之后，寇纳斯才站起身来，代表其他人诉说他们认为对亚历山大和军队都要更有利的看法。

按照寇纳斯的话来说，从希腊启程一路行军至此的马其顿老兵，现在大多都已不在军中了。这些人不是因为疾病或者受伤不治身亡，就是被留在了亚洲各地的驻防军中，而这也并不一定是他们情愿的。军中那些少数老兵自然很想要返回家乡，回到父母、妻子和孩子身边，享受自己用勇敢和艰辛所换来的果实。寇纳斯向亚历山大建议说，如果他想要征服更远的地区，就应该先返回后方，整顿自己庞大的疆域，等到时机成熟时再率领一支更加年轻的军队重新出发远征。“国王啊，在成功之中保持自制，才是最高尚的品德。因为有您领导我们这样一支军队，敌人是不足为惧的，但众神却总是阴晴不定，任何人都应该谨慎对待。”因为寇纳斯的发言代表了军官们的看法，因此也得到了众人的喝彩。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其他一些军官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上述这些说辞，就是亚历山大从希发西斯河返程的全部理由。但从斯特拉堡和狄奥多拉斯的记载中，我们却能找到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军队已经因印度多雨的气候，在身体、精神以及士气等方面完全筋疲力尽了。狄奥多拉斯曾引用克里塔库斯（Clitarchus）的记载——后者的著作虽然常常失实，但对细节的描述却十分可信——“军中马其顿士兵已经所剩无几，几乎完全消失，战马也因漫长行军而只能踉跄前行。士兵的武器在无数战斗中破损磨钝，全军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希腊服饰了，士兵们只能将从野蛮人和印度人那里抢来的零碎布块拼凑起来，当作这些世界征服者的遮体之物。整整70天时间里，倾盆大雨夹杂在风暴和雷电之中，从天际如注而下。”

任何人只要曾经历过在暴雨中作战的情况，都能对马其顿士兵们的绝望之情感同身受，理解他们为何不愿继续前进，因为即使是抗命的后果，也已经比不上环境的艰险（1864年弗吉尼亚的惨烈战役之后，美国士兵也曾出现同样的低落士气）。与此相对，亚历山大并没有像后来在俄庇斯那样，处罚抗命的马其顿士兵，强迫他们服从命令，而是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不仅清楚地知道士兵们享有的权利，同样也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和爱戴，以及他们可怜的境况。官兵们这一次抗命不遵的行为，是有着充足理由的。

可无论如何，亚历山大都为寇纳斯代表军队所说的话语感到不安。第二天，他再次召集会议，宣布要让那些想要回家的士兵退伍，他则继续带着忠实于自己的士兵前进，好让那些退伍士兵去对家里人说他们把国王抛在了敌军包围之下。可是马其顿士兵们却也认清了自己的力量，虽然为这些话语感到难过，但却没有动摇决心。亚历山大只好从众人面前退入自己的营帐，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之久，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并认为自己能够再一次利用这种手段改变士兵们的心意。最终亚历山大不得不承认，事态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自己只能顺应民意。牺牲也显示出继续前进的不祥之兆，不利于继续前进。当然也有可能是祭司受亚历山大指使才说出这些话语，使国王能够找回一些面子，说是众神，而不是人类迫使他放弃前进的。此时他已经看到，军队不愿再追随自己，他本人也只好率军返乡。亚历山大向全军宣布这一决定时，士兵们欣喜若狂，大声呐喊着支持他。士兵们围绕在亚历山大的营帐四周，祈求众神保佑自己的国王——“因为除这些士兵们自己以外，从未有任何人能让亚历山大屈服”。

根据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的记载，亚历山大曾试图说服军队继续远征。为此他放纵士兵们去抢劫友邻国王费格乌斯的领地，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又给随军的大批军人妻子赠送了大批礼物，其价值相当于一个月的军饷。当士兵们满载着赃物回到军营中时，亚历山大没有与军官们召开会议，而是直接当众劝说士兵们继续沿着他已经开辟出的道路前进。不过以上记载很可能并非事实，阿里安的记载要更为可信，因为后者参考的资料也要远为可靠。

事实上，亚历山大此时也必须踏上返程之路了。由于他距离位于泰尔的作战基地已经远达9000英里，
(1)

 士兵们已经濒临崩溃，而且在他长期征战期间，很多后方总督的忠诚也已经发生了动摇。后来当他回到帝国中心地带之后，便发现自己必须对诸多总督加以惩罚，而其精心建立起来的帝国体系也已经因缺乏统一治理而摇摇欲坠。假如亚历山大真的率军进抵恒河，即使他尚能返程，帝国也将早已不复存在。若考虑到他想要进抵恒河就必须穿越一片巨大的沙漠，亚历山大也根本不可能带着已经发生了动摇的军队抵达恒河，就连他自己那无穷的精力，可能也无法挨过这样一场战役。更重要的是，由于亚历山大在五河之地采用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组建政府，很可能他征服恒河的计划原本便是心血来潮。

亚历山大在印度留下了四位独立的王公——波鲁斯、塔克西勒斯、索培西斯以及费格乌斯。其中前二者手中掌握的土地十分广大，后二者则是制衡他们的平衡力量。若以疆界而论，印度河西岸的高加索山脉要远比印度任何地区都更加合适。亚历山大在五河之地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目的可能与他利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来阻挡查可萨提河以远的西徐亚部落相同。可能他只是想带领一小部分精锐部队去对恒河地区进行突袭，但他是否早已下定决心返程，而留下这些盟友去镇守印度河这条帝国东疆却无从得知。不过，马其顿士兵的抗议本身已经足以使亚历山大放弃一贯的执念，不再试图进入印度腹地。

此时正值8月末。
(2)

 为纪念英雄停住征服脚步的地点，纪念国王和军队的功业，并向一直庇佑着自己的诸神献祭，马其顿人在当地建造了十二座祭坛，其形式与大型攻城塔相似，但要更为宽阔。同时他们也举办了盛大的祭祀、宴会和运动会。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将这片土地也交给了波鲁斯，自己则率军跨过海德劳提斯河，向阿塞西尼斯河退去，赫菲斯提翁奉命在那里建造的城市也已经完工了。一如既往，亚历山大让一些印度人自愿在此定居，并留下了不再适宜作战的希腊佣兵，同时给他们也留下了充足的资财。毫无疑问，亚历山大也给这座新城里的居民大量金钱来作为搬迁的补偿金。

此时大雨已经休止，土地也开始变得干燥，农田将原先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染成了绿色。士兵们不仅因即将返回家乡而兴奋不已，也同样为当地的富饶景象感到欣慰。

阿比萨瑞斯的兄弟也在此时觐见了亚历山大。他带来了大批礼物和30头大象，并向国王辩解阿比萨瑞斯为何没有亲自前来。亚历山大接受了这些借口，并任命阿比萨瑞斯继续担任其原有国土的总督。
(3)

 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用远征惩罚阿比萨瑞斯了，而且塔克西勒斯和波鲁斯也足以将其压制住。附近地区的王公阿萨西斯（Arsaces）也同样向亚历山大有条件投降，后者则将这片土地划给了阿比萨瑞斯治理，另外他也为二者如何向他进贡做了周密安排。

之后亚历山大回到了海达斯佩河，由于布塞弗拉和尼卡亚的城墙因没能挡住流速极快的河水而倒塌，他在那里也花费了一些时日来修复这些损伤，并将城墙建筑得更加坚固可靠。哈帕拉斯从希腊带来的6000名骑兵、30000名步兵援兵也在此处与他会合，同时他还带来了25000套甲胄和大批药品，而后者正是士兵们所急需的。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早些得到这批援兵和药品，他可能已经成功劝说全军渡过希发西斯河了。

尽管史学家们声称亚历山大因不可避免的撤退决定而极为失望，但他还是立刻便开始巩固征服果实，并为此投入了不亚于征服印度全境的精力。他决心依照最初的计划，沿印度河顺流而下，征服下游的居民，并最终沿海岸线驶往巴比伦。此前他听说印度河沿岸一些以马里人（Mallian）和欧克西德拉卡人（Oxydracian）为首的部落已经做好准备抵抗马其顿军队。如果亚历山大不能从自己所占据的源头地带，一路占领直到入海口的印度河全境，他便无法永久性地占领这条大河。另外，如同以往，在这些土地上建造城市，传播希腊文化也在亚历山大的计划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最后亚历山大决定沿海达斯佩河顺流而下进入印度河，之后即沿着印度河一路驶向出海口。为此他下令建造大量船只，其中包括大批三十桨船，即使较小的船只也拥有一排半划桨。其中一些没有甲板的平底船用来运载马匹，其余船只则用来装载士兵、炮兵以及辎重。军队中大量的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亚人以及埃及人则充当了造船工人和船员的角色。

无论手中的情报是何等不可靠，亚历山大也还是能从中认清一些真相并不断前进，这都说明他具有过人的精力和胆识。可是当他看到印度河中的鳄鱼以及阿塞西尼斯河两岸盛开的莲花，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因为这些生物此前只在尼罗河出现过。亚历山大麾下大批有识之士，也不曾有人指出他的错误。直到发现波斯湾、南阿拉伯半岛以及红海等地的存在之后，他才认清了这一错误。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7世纪，尼考斯（Nechaus）就曾率领舰队从红海出发，用三年时间环绕利比亚航行一周。另外在公元前512年，叙斯塔斯佩斯之子大流士也曾让卡里亚希腊人西拉克斯（Scylax）带领自己的船只，从印度河出海向西航行到了红海。不过所有这些记载都非常模糊，亚历山大可能也没有认清其意义所在。

在此期间，寇纳斯也过世了，亚历山大依照环境允许的最盛大仪仗将其厚葬。部分史学家声称亚历山大始终记恨寇纳斯在希发西斯河为士兵仗义执言，迫使他放弃进一步远征。这种说法与亚历山大的性格并不相符。这位国王虽然易怒，但却从不记仇。而且寇纳斯作为指挥官也在整个远征过程中表现出色，更在海达斯佩河会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亚历山大绝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功劳。

作为离开五河之地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亚历山大让波鲁斯做了海达斯佩河以东所有被征服土地的国王，据称包括七个国家，超过2000座城市。同样，塔克西勒斯也得到了自己土地的宗主权。另外，他还定下了索培西斯、费格乌斯、阿比萨瑞斯等小独立王公与两位大王的关系，而且对进贡数额也都做了规定。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将手中的船只集中了起来，总计有大约80艘三十桨船、200艘运马船以及700艘其余各种新旧船只。如果按照阿里安引用托勒密的记载，船只数量总数将近2000艘。在所有这些船只中，只有33条较大的战舰，而亚历山大也就将这些战舰当作荣誉位置，交给了33位最优秀的手下，在此之中有27位马其顿人，包括7位侍从武官、年近80的朴塞斯塔斯、方阵指挥官克拉特鲁斯、阿塔拉斯、持盾兵指挥官尼阿卡斯、平民身份的拉俄墨冬以及后来率舰队环航阿拉伯海的安德罗斯提尼（Androsthenes），其余还有一些并不太著名的人物。在希腊人中，则包括书记长欧迈尼斯以及国王近臣米迪厄斯（Medius）；外乡人中，波斯的巴高斯（Bagoas）和塞浦路斯国王的两个儿子也被授予这一荣誉。安排妥当之后，亚历山大亲自率领持盾兵、阿吉里亚人以及近卫骑兵等大约8000人在盛大仪式伴随下登船。随营者和辎重则占据了绝大部分小型船只。

舰队在11月初起航。克拉特鲁斯率领着部分骑兵、步兵，在印度河西岸沿陆路掩护舰队，赫菲斯提翁则率领着一支包括200头战象在内的部队掩护东岸。这两支部队都以轻装进发，规模也与现代野战军相似，在40000人到50000人之间。亚历山大亲率的舰队能够随时登岸支援两岸任何一支部队，而且也可以方便二者渡河。克拉特鲁斯和赫菲斯提翁奉命向索培西斯（此人并非亚历山大麾下那位同盟盟友）位于下游三天路程处的都城快速前进，巴克特里亚与印度河之间地区的总督腓力受命作为后卫跟随在两支陆军背后。尼萨人提供的骑兵则在获得优厚封赏后被送回家乡。舰队总司令由尼阿卡斯担任，亚历山大本人的御舰则由欧奈西克瑞塔斯（Onesicritus）负责驾驶。阿里安对舰队的行动有着十分生动的描述：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部队在黎明时开始上船。亚历山大按照惯例举行献祭，并按照祭司的建议也祭了海达斯佩河。他上船时，还用金杯向河里洒了祭酒，祈求海达斯佩河和阿塞西尼斯河保佑。因为他听说阿塞西尼斯河是海达斯佩河最大的支流，而且两条河的交汇处距此不远。另外，他也祈求印度河保佑自己，因为阿塞西尼斯河和海达斯佩河最终都会汇入印度河。然后他又向先祖赫拉克勒斯、阿蒙神以及他经常祭祀的那些神祭酒。最后，亚历山大才下令号兵吹号起航。各部队听到号声后即开始按顺序起航。辎重船、运马船和各种战船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事先都已作了明确规定，以免秩序混乱，互相碰撞。即使是那些航速最快的船也不许擅自离队。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在同一瞬间一起开始划桨，水手头领们高喊着起桨落桨的号子，成千上万的划桨一同拨动水面，划桨手也哼着小调。这个大合奏听起来实在不同寻常。河岸常常会高过船体，从而使这乐曲仿佛从巨大的喇叭中发出，在两岸之间不断回荡，听起来更加响亮。河流两侧不时有幽谷出现，舰队经过时，山鸣谷应，声音愈发饱满高亢。运马船上的那些马匹，从离河很远的地方便能看清。在印度，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船上装马这种事（印度部落回忆不起狄俄尼索斯远征印度时是否也是坐船来的），他们现在看到船上的马匹，感到十分惊奇。因此，在舰队出发时来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地跟着舰队沿河走了很远的路。早已归顺亚历山大的那些人，听到划桨手的喧闹和划桨击水的声音，也都跑到河边跟着走，还唱着他们自己的民歌。印度人确实是最喜欢音乐的民族。自从狄俄尼索斯的时代以来，那些曾跟他一起狂欢过的人民也都十分热爱舞蹈。”

登船三天之后，亚历山大抵达了与赫菲斯提翁和克拉特鲁斯会合的地点，并在那里等待了三天时间，以便腓力能够赶上来。寇蒂斯说亚历山大此时总共拥有12万部队，普鲁塔克则说他拥有12名万步兵和15000名骑兵。这也是自阿贝拉会战之后，首次有史料提及亚历山大的部队数目。另外，史料中也提及了一部分旅级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其中包括寇纳斯、波利伯孔、阿西塔斯、阿塔拉斯、格尔吉阿斯、克雷塔斯、巴拉克鲁斯、腓力、培松以及安提贞尼斯。与亚历山大会合后，为确保阿塞西尼斯河西岸的安全，腓力跨过了阿塞西尼斯河，并开始沿河向下游前进。赫菲斯提翁和克拉特鲁斯也收到了新的命令，让他们向内陆继续深入，并在沿海达斯佩河南下时，沿途攻打或招降当地部落。“他本人仍旧乘船沿海达斯佩河顺流而下。这条河因渐趋下游，宽度从未小于20斯塔德。舰队遇到适宜的地点就靠岸停泊。一路接待了两岸许多主动归降的印度部落。另外还有一些在抵抗之后，也选择了投降。”（引述自阿里安的记载）



————————————————————


(1)
 这一点似乎应该算是一个错误。从泰尔出发之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巴克特里亚等地都已经建立了新的作战基地。


(2)
 从这个时间上来看，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印度次大陆的热带气候中，时间又正值盛夏，来自爱琴海温和气候地区的马其顿士兵为何不愿继续前进。


(3)
 事实上亚历山大与阿比萨瑞斯之间无论是臣属关系还是这项总督任命，都完全是有名无实，而亚历山大对此也肯定是心知肚明，因此对阿比萨瑞斯的权力既未作任何更改，也没有向其领地派遣马其顿驻军。



第四十四章　马里人的战役（公元前326年11月至公元前325年2月）

亚历山大获悉，印度部落中人数最多也最好战的马里人和欧克西德拉卡人已经将家属和财宝转移到了他们最坚固的城市之中，并且也在进行大量准备来阻挡亚历山大从自己的土地上经过。寇蒂斯认为他们两个部落相加，总计拥有90000名步兵、10000名骑兵和900辆战车。亚历山大急于在对方完成准备工作之前便发动进攻，因此在第二次起航之后仅仅五天，他便抵达了海达斯佩河与阿塞西尼斯河的交汇处。这两条大河的河水涌入一条高耸峡谷之中，流速变得很快。很多船只因为水流中的漩涡和暗流受到损伤，高速的水流和恶劣的河床几乎使整个舰队毁于一旦。被称为圆船的运输船，虽然结构上显得难以操纵，但却能相对轻松地通过这片流域。而长船，也就是战舰，却因下层划桨经常被河床绊住而叫苦不迭，甚至还损失了不少人员。就连亚历山大自己的座舰都险些被河水吞没，他甚至都已经脱掉了披风和上衣，随时准备跳水逃生。由于大量船只受损，亚历山大也不得不暂停航行数日以维修损伤。在这块危险流域的下方，也刚好因河流向西转弯而形成了一片岬角可供亚历山大下锚，他也在此处收容了大量船只残骸和士兵尸体。

亚历山大已经抵达了马里人领地的边界上，这片土地本身则位于阿塞西尼斯河与海德劳提斯河交汇处以北。由于这里完全是一片沙漠，没有水源，因此马里人认为亚历山大将会继续顺流而下，抵达两条河流交汇处之后再转向朝着北方前进来攻击自己。不过亚历山大却决心出敌不意，横跨沙漠发动进攻。

维修舰队期间，亚历山大听说距离西岸30英里处一个名为希拜（Sibae）的部落准备渡河赶去支援马里人。他们虽然人数多达4万，但却很轻易地即被亚历山大亲自率兵击败，首府被摧毁，土地也被化为焦土以儆效尤。在此之后，亚历山大重新与舰队和副将们会合。克拉特鲁斯已经率军进驻了亚历山大的营地，赫菲斯提翁和腓力也已经抵达了两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

为了让马里人无路可逃，亚历山大将全军分成了数支部队。腓力部队、波利伯孔的方阵步兵旅以及从舰队中被调到阿塞西尼斯河（海达斯佩河与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后即被统一称为阿塞西尼斯河）西岸的马弓手和战象都被分派给了克拉特鲁斯。尼阿卡斯率领舰队首先顺河流而下，克拉特鲁斯在三天之后也开始前进。这支水陆联合部队将在西岸为日后的行动打下一片作战基地。按照计划，尼阿卡斯应在临近海德劳提斯河与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的下游地区登陆西岸，阻截附近部落从沙漠以南为马里人提供支援的可能，同时也负责阻挡马里人从这条道路逃亡。其余部队则被分成三个部分。亚历山大亲率一部穿越沙漠对马里人发动直接攻击。这支部队包括持盾兵、弓箭手、阿吉里亚部队、培松的方阵步兵旅以及一些马弓手和半数的伙伴骑兵。他希望能够借此奇袭马里人，并切断他们与卡萨亚人的联系，将他们赶向海德劳提斯河河口的马其顿阵地。赫菲斯提翁受命沿阿塞西尼斯河东岸向南前进，其出发时间比亚历山大要早五天。这样一来，如果马里人在受到亚历山大进攻时想要沿着河道逃跑，赫菲斯提翁就可以在敌军抵达克拉特鲁斯、尼阿卡斯的阵地之前便对他们进行截击。托勒密则要比亚历山大晚出发三天，其行动路线与亚历山大相同，任务则是要预防马里人沿河向上游逃跑。以上所有这些部队，最终都将在海德劳提斯河与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会合。

这样一来，数支部队便可以联手对付马里人：尼阿卡斯与克拉特鲁斯负责镇压阿塞西尼斯河西岸，并监视任何野蛮人的敌对行动；亚历山大负责对马里人发动正面进攻；赫菲斯提翁和托勒密分别在合适的距离上从两翼对亚历山大加以支援。必须注意的是，今日阿塞西尼斯河（奇纳布河）与海德劳提斯河（拉维河）的交汇处位于木尔坦（Multan）上游30英里处，但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其位置是在木尔坦下游不远处，而且还有一条支流环绕着城镇和卫城。自那时以来，这些河流的河道便不断向西偏移，即使印度河本身也发生了大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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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马里人的战役示意图



据记载，马里人和欧克西德拉卡人在面对敌人压倒性力量时放下了彼此的争端，同意联手抵抗入侵威胁。他们动员了60000名步兵、10000名骑兵和700辆战车，双方还互相交换了人质。由于马里人的领地是敌军主要目标，欧克西德拉卡人被迫离开家园前往马里人的土地。按照原定计划，两方的联合部队将凭借沙漠掩护与亚历山大周旋。可是由于双方无法在指挥官问题上达成一致，导致同盟破裂，在联合抗战的计划破裂之后，两个部落的野蛮人就已经分别撤进了各自的要塞（按照阿里安的说法，自由印度人互相之间极为嫉妒）。尽管这种说法的来源并不明确，但与后面发生的事件却能够互相吻合。

启程的第一天，亚历山大花费半天时间前进到了距离阿塞西尼斯河12英里（100斯塔德）的一条小溪，可能是距离今日奇纳布河11英里的阿叶克河。获悉这条小溪将是他们跨过沙漠、抵达马里人城市之前最后一处水源，亚历山大就让士兵们在此稍事休息，并命令他们将所有能找到的容器都装满水，以便做好穿越沙漠的准备。从这条小河出发之后，亚历山大在当天和当晚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有停顿，连续行军了45英里（400斯塔德）。对于24小时的行军来说，这一距离要算是非常可观了。为奇袭印度人，亚历山大对于道路计算得非常谨慎，敌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会从这一方向前来。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亚历山大带领骑兵赶到方阵前方，很快抵达了桑达尔沙漠（Desert of Sandar）边缘的马里城市阿伽拉萨（Agallassa，即今日的卡玛利亚城）。

历来总是有大量学者试图判明亚历山大每次行军的目的地。其中一些地点很容易判明，但另一些地点又总是会与不同史学家的记载存在冲突。英国皇家工兵将军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在《古代印度地理》一书中所做的分析，似乎要算是最为可靠的。他对亚历山大行军路线的考证始于科芬河源头，终于印度河三角洲，十分辛苦而富有智慧。
(1)

 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考证中遭遇了太多困难。可话虽如此，他所考证的道路还是要比任何人都更精确。公元7世纪中国僧侣玄奘在游记中曾记载了亚历山大所建城市在当时的状况，这也使坎宁安受益匪浅，对其考证大有裨益。

野蛮人对亚历山大的行动是如此缺乏准备，再加上城市本身无法容纳所有人口，当亚历山大到达时，大部分人都还手无寸铁地留在城外。他们根本没有做好抵抗的准备，只能任凭马其顿人宰割，因此被大批大批地砍倒，幸存者也被赶入城内。亚历山大立刻用骑兵在城外组成一条封锁线，等待步兵到达后再行攻城。

步兵到达后，亚历山大派遣佩狄卡斯带着他自己和克雷塔斯的骑兵中队以及阿吉里亚士兵去封锁附近另一座马里城市，等候亚历山大亲自前去进攻。按照坎宁安的说法，这座城市即是卡玛利亚城东南16英里处的哈拉帕。亚历山大严禁佩狄卡斯攻城，以免其陷落使整个地区的野蛮人都变得警觉起来。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亚历山大便开始进攻阿伽拉萨的城墙。敌军根本没有做任何抵抗的尝试，在被矢石杀伤大量人员之后，部分野蛮人撤退到了卫城中，大部分人则逃到了树林里。由于卫城建造在一座十分难以攀登的高地上，马其顿人虽然反复发动小规模进攻，但还是能被马里人英勇击退。不过在亚历山大下令进行总攻并身先士卒领导进攻、在各处鼓励士兵之后，士兵们也在其影响下英勇奋战，将卫城攻克，2000名守军也被全数杀死。

佩狄卡斯抵达了另一座城市，却发现那里刚刚被居民遗弃。他立刻进行追击，杀死了大量逃亡者，不过大部分野蛮人还是逃到了海德劳提斯河河岸的沼泽地中。

亚历山大让士兵休整片刻，随后便带着骑兵赶去追击从阿伽拉萨和另外那座城市中出逃的马里人。他凭借快速的夜间行军，当夜便抵达了海德劳提斯河。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些逃亡者，将他们全部杀死。之后亚历山大又从当地渡河，击溃了马里人的后卫，斩杀、俘虏了大量敌军。幸存者则全部逃入了附近一座设防城镇（今图拉姆博），那里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工事都非常坚固。等到步兵抵达，亚历山大就命令培松带领方阵步兵旅和两个中队骑兵去攻击这座城镇。培松攻陷城镇之后，将所有性命尚存的敌人都卖做奴隶。

对史学家而言，他们很自然会对这种灭绝性战争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而即使从我们军人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有失文明。但我们必须记得，亚历山大生活的时代并不像如今这样重视人命。即使是希腊人牺牲也不会获得太多重视，更何况野蛮人的性命。可能亚历山大在当时从没有在残酷或人道问题上受到过指责，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人道法则可言。灭绝某一民族或将某片土地化为焦土的行为，虽然后来被加上了种种限制，但直到今日仍然是一种保卫边境的公认手段。而且，当我们考虑到，在基督教已经传播了14个世纪之后的现代国家的所作所为，就很难再像普通人那样说亚历山大天性残酷、嗜血或酗酒了，反而会认清他只是在循着清晰明了的军事政策行动而已。如果不用恐怖的暴行树立榜样，野蛮人或半野蛮部落便根本不会臣服，即使他们假意归顺，也会在征服者率军离去后立刻叛乱。亚历山大此时正在向本土撤退，并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征服工作，只有对边境部落实行灭绝政策才能确保当地臣服。另外也许我们还要说，在那些亚历山大留下了总督的地区，希腊贸易、艺术和文明给当地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屠杀数万野蛮人所带来的坏处。或许亚历山大根本没有权利去征服他国，可无论这种说法是如何有道理，亚历山大一旦踏上征程，就必须在军事方面表现出足够的明智，这也使他采取了征服过程中的种种行动，无论有多少人被他杀死，也只能在所不惜。

在培松进攻那座城镇的同时，亚历山大亲自率军对一座婆罗门人（Brahmin）的城市（可能是今日的雅达利，位于图拉姆博西南20英里处、木尔坦东北30英里处）进行远征，因为一些马里人逃到了那里。抵达当地之后，亚历山大立刻将方阵推进到城下去挖掘地道破坏城墙。印度人认为城墙无法长久抵挡马其顿人攻击，守军也无法抵挡轻步兵的矢石攻击，很快便撤进卫城，试图在那里重新集结抵抗。马其顿人紧追在后，甚至有一部分人跟着野蛮人冲进了卫城。虽然他们没能在卫城内获得立足点，但坑道工很快便投入工作，摧毁了附近的一座箭塔。亚历山大随即下令发动进攻。但当马其顿人前进到缺口时，却遭到了对方激烈抵抗。为催促前进，亚历山大又如同以往一样冲到了最前线，一马当先登上城墙，立刻便率军攻克了卫城。英勇的敌军将家园放火烧毁，站在屋顶上向马其顿人发射矢石、投掷火把，直到大火将自己烧死为止。全城有5000人死亡。就好像基督教一样，希腊文明的人道理论也总是靠鲜血才能够传播出去，这无疑是既奇怪又令人悲伤的。可诚如伏尔泰（Voltaire）所言：“即使如此，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都还要比其余征服者摧毁的更多。”

尽管士兵们已经经历了连续五日的行军战斗，亚历山大却还是连一天休整时间都不给他们，立刻便抖擞精神去进攻其他马里部落，因为他深知如今的劳苦能够换来日后的安宁。不过他也发现，野蛮人已经从几座城市中逃进了沙漠。亚历山大摧毁了所有这些城市，让士兵们休整了一天。由于海德劳提斯河岸的树林、沼泽中仍有大量逃亡者，他之后又派遣培松的方阵旅和德米特里厄斯的骑兵以及部分轻步兵，回到那里沿着上下游去俘虏他们。这一工作完成得十分彻底，所有不愿投降的人都被俘虏或者杀死。

在分兵肃清后方敌军的同时，亚历山大本人又率领其余部队前去进攻据称是马里人最大的城市（可能就是木尔坦），很多其他城镇的居民此时也已经逃到了那里。这座城市原本位于赫菲斯提翁的行动路线上，但后者要么是没有收到命令，要么就是兵力不足以将其攻克。鉴于马其顿人的恐怖名声，当地居民已经放弃了城市。但似乎这些人中最勇敢的一部分并不认为自己会战败。他们渡过海德劳提斯河溯游而上，来到西岸一个最有利的渡口。他们占据着较高一侧的河岸，试图在那里阻止亚历山大渡河，保住至少一部分领土和自己的都城。

获悉对方的意图之后，亚历山大凭着一如既往的大胆，仅领导着几个骑兵中队便冲进河水之中，渡过去进攻敌人，准备与对方展开白刃战。印度人看到对方仅凭如此少量的人马便能如此勇敢地行动，惊讶不已，不等位于最前方的亚历山大踏上河岸，便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逃向内陆，而亚历山大也就在他们背后紧追不舍。直到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对方才终于认清追击者人数之少（大约只有400到500名马其顿骑兵，而印度人却多达5万），转过头来以密集队形组成一个非常勇敢的正面，开始攻击敌军。此时情况危急，但亚历山大对此也习以为常。马其顿人的优势在于队形紧凑、行动迅速，而他们所在的平原地带也有大量机动空间。亚历山大没有以横队与印度人对敌，而是迅速将部队改换成纵队，环绕对方行动，只要敌军露出破绽便从侧翼或后方攻击他们。每次冲锋之后，马其顿骑兵都能以良好的秩序后退整理队形，之后再重新发动冲锋。与之相比，印度人则显得行动迟缓。此时马其顿人的轻步兵也已经抵达战场，正快速渡河的方阵也在不久之后显露出了自己的先头部队。印度人失去了勇气，在被追击者杀伤了大量人员之后撤回到了城镇的卫城中。亚历山大始终紧追在后，在抵达城镇之后，就在卫城下与对方交战。依照行动速度，首先是骑兵与对方战斗，之后步兵也加入进来。在此之后，由于步兵已经因艰苦行军而精疲力竭，骑兵不仅行军同样艰苦，更与对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亚历山大给了部队4个小时的休整时间。

第二天一早，亚历山大将部队组成两个突击纵队，他自己亲率其中一个纵队，佩狄卡斯负责指挥另外一个。印度人对城墙的防御并不稳固，全部撤进了卫城之中。这座卫城本身十分坚固，周长在1英里左右，拥有数座箭塔，海德劳提斯河自卫城旁流过。整座城镇的周长据说在5英里左右，从中央被海德劳提斯河的支流一分为二。史料中并未提及卫城是否被河水环绕。我们对于整个战役的地理环境，都将以坎宁安的考证作为依据。亚历山大迅打破了一个城门进入外城，但佩狄卡斯由于缺乏攻城梯，无法跟上国王的速度。进抵卫城之后，马其顿人立刻开始挖掘地道破坏城墙，攻城梯也被送到了此处。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缺乏耐心，当他看到工程进度不及他的希望之后，立刻抓起最先被送来的两架攻城梯之一，将它搭靠在城墙上，举着盾牌阻挡矢石，第一个登上城墙。紧跟在他后面的则是朴塞斯塔斯和列昂纳托，前者负责在战斗时为亚历山大背负从特洛伊雅典娜神庙带来的防盾，后者则是亚历山大的侍从副官之一，因勇敢而领取双倍军饷的阿布里亚斯（Abreas）则从另一架攻城梯登上城墙。除此两架以外的攻城梯则行动缓慢。野蛮人因亚历山大的英勇节节后退，亚历山大爬上城墙，亲自杀出一片立足点。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转瞬之间。由于担心亚历山大的安危，持盾兵拥挤着登上两架攻城梯，最终压垮了它们。亚历山大被孤立在了城墙上，身边只有朴塞斯塔斯、列昂纳托和阿布里亚斯。但亚历山大仍然十分坚定英勇，所有接近他的敌军士兵无一不倒在其剑下。野蛮人从盔甲和头盔的白翎上认出了亚历山大，向他发射出大量矢石，想要将他置于死地。城下的马其顿士兵们恳求亚历山大跳下城墙，他们也准备好用手接住国王。不过这位阿喀琉斯的后人没有后退一步，一边高喊着让所有爱戴自己的士兵们跟随自己，一边带着三位同伴跳到了城墙里面，背靠着城墙防御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亚历山大便杀死了大批印度人，甚至还杀死了敢于与自己决斗的印度首领。不过在此过程中，阿布里亚斯因头部中箭阵亡，亚历山大也在同时被一箭射穿了胸甲，射伤了肺部。可即使如此，直到他因失血过多而力竭为止，还是能英勇地战斗，就好像是一头受伤的狮子一样。他身边的士兵也同样英勇，朴塞斯塔斯用圣盾掩护着国王，列昂纳托则手持短剑砍杀每一位近前的士兵，两人也都身负重伤。在任何人看来，这三人都是大限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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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里都城的进攻示意图



马其顿士兵此时也终于架起了新的攻城梯，一部分人攀爬梯子，一些人互相抬举着，另外一些人则把钉子打入城墙的泥土或砖块之间登上城墙，陆续跳进城内，围绕在已经了无生气的亚历山大身旁。其余士兵们则从城门攻入城内，赶来救援。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勇不可当。印度人根本抵挡不住这些因国王受伤而怒吼着冲上前来的敌人，对这些人而言，他们爱戴的国王无异于人神。印度人被从亚历山大身旁驱离，国王也被抬回到营帐之中。马其顿人认为国王必将重伤不治，不分男女老幼，将城内所有居民屠杀殆尽。

事实上，虽然亚历山大确实身负重伤，但凭借着过人的体格，再加上科斯岛的克里托德摩斯（Critodemus）精心医治，亚历山大终于康复，全军也因此欢腾不已。在国王性命堪忧期间，全军上下弥漫着对局势的绝望情绪。因为亚历山大始终是全军的核心、动力源泉以及掌舵者。如果没有这位国王，他们又该如何是好？他们又如何才能回到家乡？全军每一位士兵都感到，除国王以外再无一人能够领导他们，不论前进还是后退。

按照阿里安的说法，在上游海达斯佩河与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的马其顿营地中，也就是亚历山大这次战役的出发地点，士兵们在好几天时间里都认为亚历山大真的已经殒命，只不过是军官们隐瞒事实不告诉他们。坏事传千里，下游的营地也听到了流言。士兵心中的这种恐惧很可能导致纪律崩溃。关于这一点，我还要继续引用阿里安的记载：

“亚历山大听到这些情况之后，为避免部队发生骚乱，当他感觉好一些，能够走动时，就叫人把他抬到海德劳提斯河岸，然后乘船顺流而下，到达位于海德劳提斯河和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的营地，此时赫菲斯提翁指挥着营地里的陆军，尼阿卡斯指挥着舰队。国王乘坐的舟船驶近营地时，他马上就叫人把船尾的篷布掀开，好让人都能看见他。但是，士兵们甚至到了此时还不相信，交头接耳说运来的必定是亚历山大的尸体。直到最后小船靠了岸，亚历山大向人群挥手时，他们才爆发出一阵呼喊。有的高举双手感谢苍天，有的把手伸向亚历山大。这意外的欢欣使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把他抬下船时，近卫军给他抬来一副担架，但他不要，叫他们把牵过马来。他骑到马背上，让大家都能看见他之后，全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河岸和附近的山谷都回响共鸣，震天动地。亚历山大到达他的营帐旁边时，从马上下来，好让士兵看到自己能够走路。于是大家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有的摸他的手，有的摸他的膝盖，有的摸他的衣服，有的在附近注视着他，为他说句祝福的话之后就走开了。还有些人把当时正在印度土地上盛开的鲜花摘来撒到他身上。”

不得不说，我们很难确认关于木尔坦是否就是“马里人城市”，也就是亚历山大受伤之处。马其顿本营位于河流交汇口，距离木尔坦下游不过12英里，而士兵们却明显无法确定亚历山大是像传言一样已经身死，还是仅仅受了重伤。从阿里安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感到“马里人城市”似乎应位于上游更远处。更重要的是，赫菲斯提翁此时就在营地之中，与尼阿卡斯共同指挥大营。赫菲斯提翁从上游营地沿河流西岸向下游前进的进军路线一度与木尔坦非常接近，可他既没有占领所谓“马里人城市”，也没有对它发动进攻，甚至没有将它封锁起来或是与亚历山大合兵一处，他甚至不曾去看望国王的伤情。所有这些实事，都显示“马里人城市”似乎应位于上游更远处。但坎宁安将军曾亲身前往当地，而且详细对比了各方记载，若没有与他相当的知识，我们也很难得到更可靠的结论。

这一事件过后，军官们集体向亚历山大进言，试图说服他不要在未来战斗中还像以往那样鲁莽，以免再次出现这种波及性命的危险。克拉特鲁斯代表军官们向他建议，即使将领们确实无人能够在体力、武艺和英勇方面与他相比，以后也应将这种冒险留给他们去做。亚历山大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但按照阿里安的说法，私下里却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在战斗中总是急不可耐，而且也总是想要得到更多荣誉，这都导致他缺乏使自己远离危险的自制力。”

此时一位年老的玻俄提亚人看到亚历山大流露出不平的样子，于是走到亚历山大身边，引用一部现已失传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悲剧对他说道：“亚历山大啊，伟业源于艰辛！”这句话立刻得到亚历山大的赞赏，他重赏了这位玻俄提亚人，让他成为自己的至交。

马里人派遣使节来到海德劳提斯河与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的营地中，他们已经在过去的战役中受尽了恐怖灾难，现在来到此处表示臣服。尽管他们手中大部分土地仍未被亚历山大征服，但他们已对保持独立感到绝望。欧克西德拉卡人也同样绝望，尽管他们被称为最勇敢的印度人，但也同样派遣使节表示归顺。亚历山大向对方提出，要1000名最高贵的欧克西德拉卡人作为人质，在军队中为自己服役直到战争结束。作为回应，欧克西德拉卡人向亚历山大献上了500辆战车，每辆战车可以装载两名战士。这些勇敢但也有趣的民族宣称自己从狄俄尼索斯离去之后便一直保持着自由，而如今自称神祇后裔的亚历山大确实也做到了如神祇一般的功业，因此他们才向他臣服，并献上这些礼物。
(2)



亚历山大随即任命腓力作为欧克西德拉卡人和幸存马里人的总督，其管辖范围以波鲁斯和塔克西勒斯的领地边界为限。依据亚历山大的命令，马其顿人已经建造了大量船只，扎西瑞亚人（Xathrian）也为他提供了一些船只。他将1700名伙伴骑兵、10000名步兵、弓箭手和阿吉里亚人装载上船，在阿塞西尼斯河口，也就是五河之地的河流全部汇入印度河的地点等待佩狄卡斯率领其余部队到来。后者沿陆路前来，一路接受了大量部落的归降，只有阿巴斯塔尼亚人（Abastanian）是依靠武力征服的。

包括欧塞迪亚人（Ossadian）在内，其余一些民族也向他表示臣服，而亚历山大也就在这里建造了另一座亚历山大城，并开始建造一座船坞。在亚历山大看来，印度河与其他大河的交汇处似乎很可能成为一个繁华的市场，这座城市也成了腓力权限的最远范围。亚历山大为腓力留下了所有的色雷斯部队，以及他认为足以保证领土安全并促进当地希腊化的其他部队。罗克珊娜的父亲欧克西亚提斯也来到了此处，亚历山大任命他取代行事残暴不公的泰里亚佩斯担任帕拉帕米苏斯地区总督。



————————————————————


(1)
 这位坎宁安将军曾亲自前往印度考察，因此他的考证和分析也确实是最具说服力的。


(2)
 按照阿里安的原文，欧克西德拉卡人除献上战车以外，还按照要求带来了1000名人质，但后来亚历山大只留下了战车，将人质全数送还了。



第四十五章　格德罗西亚沙漠（公元前325年2月至公元前324年2月）

克拉特鲁斯此时已经从阿塞西尼斯河流域前进到了印度河东岸，马其顿全军也都会合到了一起。由于印度河东岸没有任何山脉，行军要更为容易，而且当地还有更多部落尚待征服。亚历山大进入的省份在今日被称为信德省（Sindh），该省临近印度河的地区拥有一些农田。国王率军沿印度河向下游进入了索格迪亚人（Sogdian，又称索德迪亚人）
(1)

 的土地，其都城（即今日的法西尔浦）也被他改建成了一座亚历山大城。另外亚历山大还在那里建造了一些作坊和一座船坞，对舰队中的船只进行了必要的修理。从此处开始，印度河的河水、沿岸居民以及土地的特征都与先前有所不同。西岸的山脉距离河流越来越远，只在一些地方留有平缓的山丘，印度河本身也分散成几条河道，其两岸遍布着富饶的低地。时至今日，该地区的情况仍与当时相似，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改变最大的还要算是印度河的河道，它在这里向西转向流入印度洋。当时的印度河流经之处，今日被称为纳拉（Nara）。

除原有辖区以外，亚历山大又将从阿塞西尼斯河与印度河交汇处直到印度洋海岸的所有土地都交给了正随军行动的欧克西亚提斯管理。培松负责率领10000名士兵镇守该地。克拉特鲁斯则开始进行返程准备，以便率领残弱老兵以及沉重的行李纵列沿阿拉霍西亚、德兰吉亚纳两省返回波西斯。不过克拉特鲁斯的准备工作似乎曾发生延误，其原因可能是穆西卡那斯王（King Musicanus）有发动叛乱的危险。很明显，克拉特鲁斯在行程中出现了延误，不过无论如何，马其顿人也要算是从这里踏上了回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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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下游战役示意图



从索格迪亚人的土地开始，下游并没有任何部落主动归顺。亚历山大因此感到自己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他继续向下游行军，进入了穆西卡那斯的王国。此人据说是印度最富庶地区的国王（若从当地今日的情况来看，此话所言不虚），并不打算投降。对任何一位向往自由的人，都会对亚历山大认为所有王公皆会主动投降这种想法感到难以理解。可事实上，这种想法却在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实现。亚历山大的行动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穆西卡那斯得知对方已经从马里人的土地上出发之前，亚历山大就抵达了他的边境。到了此时，受到奇袭的穆西卡那斯终于决定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亲自携带礼物面见马其顿国王，向后者道歉。一向愿意接受对方臣服以及奉承的亚历山大原谅了穆西卡那斯，在其都城（今阿洛尔）修建了一座要塞，并派驻了马其顿守军，穆西卡那斯则被任命为原有领地的总督，辖区远至今日的布腊马纳巴德（Brahmanabad）。

从这里出发，亚历山大带领着船运至此的1700名骑兵、弓箭手以及阿吉里亚部队向西深入内陆，针对普拉斯提亚人（Praestian）和不愿投降的欧克西卡那斯王（King Oxycanus，亦被称为波提卡那斯）进行了一场战役。其作战地区远至西部群山脚下，南北跨度有100英里之广。亚历山大最初遭遇的一座城市在第一次攻击之下便被攻克，战利品都被分给了士兵。第二座城市则是敌人的都城马霍塔（Mahorta，距离现代拉克哈纳10英里，距离阿洛尔40英里），该城控制着从印度河流域穿过犍陀罗、博兰（Bolan）通往伊朗高原的大路。亚历山大被迫对该城进行了三天围攻，才通过突击的方式攻陷其卫城，野蛮人的国王也在战斗中被杀。该城中原本保有一些战象，现在即被亚历山大俘获，编入其已经十分庞大的象群之中。另外一座居民最多、规模最大、最为富有的印度城市，则因亚历山大超人般的成功主动归顺了。由于这些城市早已化为废墟，它们的具体位置已经很难辨别了，而且也很少有人会去调查那些已被泥土掩盖的遗迹。在叙述该地区的作战时，我们依然遵从了坎宁安将军的考证，因为其作品相对来讲仍要算是最为可靠的。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被迫加紧步伐，去对付一位名为萨姆巴斯（Sambus）的国王。此人先前已经归顺亚历山大，并被后者任命为所有印度山民的总督，深得亚历山大信任。萨姆巴斯此前曾长期与穆西卡那斯交战，因此才臣服于亚历山大，并希望得到穆西卡那斯控制的上游地区。可是当穆西卡那斯获得了亚历山大的原谅和信任之后，萨姆巴斯自己反而受到了宿敌排挤，并因此决定反叛新主人的统治。可是当亚历山大率军前来后，萨姆巴斯却跨过印度河逃跑了，都城新都马纳（Sindomana，即今日的塞危）的居民开门迎降。这座城市在当时距离印度河有60英里之远，现在却因印度河改道而成为一座河滨城市。新都马纳建立在一座高地之上，周边地区十分富足，其本身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回到了阿洛尔下游，与舰队重新会合。

亚历山大接下来的目标是印度河附近的婆罗门城市哈马特里亚（Harmatelia，即布腊马纳巴德）。马其顿士兵挖掘了一条地道，将士兵送进城内攻克了该城，一部分市民因煽动叛乱而被处以极刑。在此期间，亚历山大收到了穆西卡那斯也同样发动叛乱的惊人消息，当地马其顿驻军也已经被全数处死。自亚历山大从自己的土地上离开之后，这位印度王公便认定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另外，婆罗门人还唤起了当地人的宗教狂热。阿里安将婆罗门人称为印度的哲学家，看来也并非没有道理。他们对新统治者非常抵制，因此极力进行抵抗活动。亚历山大因这位曾受自己信任的蛮族王公的背叛行动而暴跳如雷，反向行军占领了其南部领地的很多城市，并将其中一部分化为焦土，人民被卖为奴隶，幸存的城市中也被安排了马其顿驻军。同时，培松也被派往阿洛尔以远地区去追击逃到了印度河对岸的穆西卡那斯。在将他抓获之后，培松带着犯人回到了哈马特里亚。亚历山大下令将穆西卡那斯与一批婆罗门中主要的叛乱分子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将十字架竖在了公路上示众。

不过与此同时，印度河三角洲顶端帕塔里奥斯（Pataliaus）地区的国王摩埃里斯（Moeris）主动向亚历山大臣服，表示愿意听凭差遣。这立刻使印度河流域的所有抵抗行动都画上了句号。到此时为止，亚历山大终于可以宣布，这条伟大的印度河及其宽阔的支流都已经成为自己囊中之物。很难说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活下来亲自整合自己的征服成果，这些附庸国王能否与亚历山大同心同德。而在亚历山大突然去世之后，他们就立刻分崩离析了。

无论亚历山大用来制定其庞大计划所用的信息是何等有限和不可靠，他头脑中对如何完成计划都有着清晰的概念。亚历山大总是将目光放得很远，并且能正确估计这些行动的成果，在谨慎的安排之后，他又能够随机应变处理细节问题。亚历山大下一步准备前往印度河三角洲，之后再从那里启程穿过格德罗西亚沙漠返回帝国中心。从未有任何军队能够穿越这片沙漠，据说仅有塞米勒米斯曾进行过尝试，而其全军也都被沙漠所埋葬了。

为避免在穿越沙漠时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再加上未来的作战行动规模有限，亚历山大不再需要一支大军。在亚历山大于印度河西岸作战时负责指挥大部分军队的克拉特鲁斯此时也受命启程，率领大部分部队和战象沿陆路返程。如前所述，其道路穿过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亚纳。在这支部队中包含有大量马其顿伤残士兵和将要返回希腊本土的希腊骑兵，同时还包括阿塔拉斯、安提贞尼斯、梅利埃格等三个方阵步兵旅以及部分弓箭手。该纵队将沿着一条今日被称为博兰的道路，跨过从科芬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西岸、将印度热带植被地带与波斯荒芜平原分隔开的山脉，返回帝国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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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鲁斯和亚历山大的返程路线示意图



另外，亚历山大让克拉特鲁斯与自己分开行动还有另一重意义。由于雅利安高原上的各位总督之间麻烦、纷争不断，必须有一支军队出现才能在当地重建秩序。在从印度河向下游进军的所有部队中，归克拉特鲁斯指挥者至少有三分之一，而他也被亚历山大赋予了从阿拉霍西亚、德兰吉亚纳通过时，调和纷争，惩处失职者的权力。另外，亚历山大还特别指示他去命令临近格德罗西亚沙漠的各位总督去准备给养，在国王穿越沙漠时送去供养这支部队。

在克拉特鲁斯启程的一段时间内，亚历山大仍在乘船沿印度河向下游航行，赫菲斯提翁则率领着大部分部队沿陆路伴随其前进。与此同时，培松率领着马弓手和阿吉里亚部队肃清了东岸所有山地隘路中的敌对部落，保护全军侧翼。三支军队以帕塔拉（Patala）作为会合点，各自都确保了所过之地的安定。由于过去2000年中印度河三角洲地区河道变化太大，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帕塔拉的具体位置，只能估计为今日的海得拉巴（Haiderabad）。

在抵达帕塔拉之前，亚历山大便听说当地居民已经逃离，原因在于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他的一些恐怖行径。到亚历山大于仲夏时节抵达那里之后，就派人去追赶他们，把抓获到的一些人当作信使，让他们去劝说同胞重回家园。当帕塔拉人真的返回来之后，亚历山大又以最宽大慷慨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将这座城市改建成了一座新的亚历山大城，分派赫菲斯提翁去增强城市的防卫，并在那里建造船坞。另外他还派人前往沙漠地区中花费数日时间教导当地居民如何打井补充其有限的水源。这些小队人马虽然与游牧部落发生了一些摩擦，但都能在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

亚历山大现在决心探索印度河三角洲地区。他敢于凭借手中那些全靠划桨推进的小型船只顺流直下驶向那里，说明他真是具有极大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要知道，这些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被印度河冲进大海随波逐流，而船员们却从未见过东地中海以外的海洋，也从未尝试过去探索未知地区的未知海域。关于亚历山大从印度河的哪条支流进入三角洲地区历来有所争议，阿里安说舰队是沿着西侧的支流航行，但若从亚历山大后来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却应该是东侧的那条。列昂纳托则受命率领8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去探索三角洲两条支流之间的帕塔拉岛。

亚历山大本人率领着三十桨船以及一层半划桨船起航。在经过一段危险的航程之后（此处的印度河宽达25英里，水流量非常巨大），亚历山大抵达了印度河入海口。到了此时，这些船只大多已经损坏，而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也无法招募到本地人来驾驶船只。惊讶于潮水的汹涌之势，亚历山大在驶入大海一段距离以确认自己确实进入了大洋之后，便掉头返回了帕塔拉，此时他在那里修建的亚历山大城也已经接近完工了。在此之后，他又沿着西侧的支流航行，并在一个河流放宽成湖泊的地方暂停脚步，在这里建立了南伽拉城（Minnagara）和一座船坞。此后他再次驶入大海，而令他感到满意的是，西侧支流也要更适合舰队航行。与尼阿卡斯后来的航海历程一样，亚历山大这一次的航行细节也十分有趣，但它们与亚历山大的战史无关，我们也不必加以详述。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带领着一些骑兵沿海岸向西走了三天，一边探索当地情况，一边在海岸附近打出水井，以供计划中从此处经过的舰队取用淡水。在即将返回帕塔拉时，他还派出了一个支队继续向西前进进行同样的工作。看到帕塔拉的一切工作井然有序，亚历山大重新回到了上游的南伽拉城，在那里花费了一段时间以便收集足够供养部队达四个月的食物。此时已至夏末时节，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沿印度河向下游前进。

古代学者的史料中有着足够证据证明亚历山大绝非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人，同时他还是一位目光宽广的政治家，完全认清了贸易和艺术给自己带来的裨益。依照这些情况，亚历山大一定非常熟悉泰尔历史、克特西亚斯那本并不可靠但仍极富建设性的《波斯史》、西拉克斯从印度河口驶到红海的历史，以及有关于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那个时代其余一些模糊不清的信息。
(2)

 甚至早在整个远征行动开始之前，亚历山大就曾梦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征服行动，在地中海与东方之间开辟一条比伊朗高原更安全的道路，从而将那些极具价值的贸易集中起来。他之所以一度希望征服整个印度，除对征服土地的贪婪以外，有利可图的贸易也是一个潜在动机。他对印度河、波斯湾航道特性的探索，后来试图派遣舰队环绕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的计划，以及在埃及建造的亚历山大城，都说明亚历山大在军事成功背后酝酿着宏伟的政治和贸易计划。可现代的学者们却总是倾向于把亚历山大在军事以外取得的成就解释为运气所致，否定他除去战士以外的一切天才。即使是他的军事成功，也经常被解释为依靠赌博，而非才华得来的。而那些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伟人，却无一人否定亚历山大头脑中确实具有在当时要算是规模最为庞大的宏伟计划。所有能够接触到可靠资料来源的史官，也没有一位不承认亚历山大在经济意识和治道方略方面有着不亚于领兵作战的能力。亚历山大本人的所作所为，要远比任何认为其成功只是出于偶然的假设都更有说服力。就好像我们不能用现代知识来衡量亚历山大所掌握的科学一样，我们也绝不能用自己有限的成就去揣度亚历山大的无边功业。

由于有着过人的勇气和航海技巧，而且素来与亚历山大交好，尼阿卡斯被任命为舰队司令。在从印度河出海之后，舰队将沿着海岸向西行驶，陆军则在海岸上伴随其前进。亚历山大此前一直在等待10月份的合适季风，而现在这一时间已经近在眼前了。作为少年时代的好友，以及亚历山大遭父亲放逐期间一直伴随在其左右的亲信之一，尼阿卡斯主动请命肩负起这一危险的任务。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次远航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毕竟这已经是22个世纪之前
(3)

 的事情了。尽管亚历山大曾一度认为阿塞西尼斯河就是尼罗河的源头，但到了现在，他肯定也已经认清，从印度河口出发所能抵达之处将是波斯湾。这次航海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看法，进而打通印度、波斯以及西方的贸易，将印度河与幼发拉底河联通起来。

不过，整个远航都好像是盲人摸象一般。由于陆军本身也要穿越一片沙漠，它是否能为舰队提供帮助也很成问题，而那些英勇的海员们本身也可能在深入未知大洋之后便再无音讯。无论舰队还是陆军，能够安然完成计划的希望都很渺茫。我们很难说，是尼阿卡斯所要行驶的那条只有渔民居住的海岸线，还是从未有军队能够通过的格德罗西亚沙漠更为艰险。尼阿卡斯在这次远航中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敢。相对于其航程之远，他手中的船只就显得实在太小了。除太阳和繁星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当作航向的参考。每天夜间所能供他登陆的海岸，也可能因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居民的敌意而危险重重。尼阿卡斯手中那些船只仅能携带少量给养，而一旦进入大洋或某个陌生海湾，舰队就可能迷失方向，当地的海岸可能也无法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淡水。亚历山大之所以命令尼阿卡斯冒如此大的风险远渡重洋，似乎并非出于征服欲望，而是出自心中真正的探索精神。

亚历山大率领陆军在夏末首先启程。他从帕塔拉启程，首先前往设在南伽拉城的补给站，之后又花费九天时间来到了距离印度河大约100英里的阿拉比乌斯（Arabius）。亚历山大将手下部队分成三个纵队，分别由列昂纳托、托勒密以及他本人指挥。其中包括半数的标枪手和弓箭手、克拉特鲁斯以外的全部方阵步兵、近卫伙伴骑兵，另外亚历山大还从两个伙伴骑兵团以及马弓手部队中分别抽出一个中队，加强到了将要穿越沙漠的部队中。这三支纵队沿着海岸附近行军，在每一个舰队可能停泊的湾岸上都打好水井，以便他们使用。赫菲斯提翁率领主力部队沿着一条更接近内陆的道路跟在三个纵队后方。通过这样的分兵行动，马其顿人就可以尽可能拉大行军的范围，以尽可能覆盖那些可能逃向沙漠地带的野蛮人。阿拉比乌斯河（Arabius，今普拉里河）两岸分别居住着阿拉比提亚人（Arabitian）以及欧里提亚人（Oritian），前者位于靠近马其顿军的这一侧河岸上，后者则位于对岸。这两个部落都没有向亚历山大派遣使者表示友好，这立刻就使这位马其顿国王将他们划入了敌人的行列。阿拉比提亚人在听说马其顿人接近之后便如后者所料逃向了沙漠。紧接着，亚历山大又用夜晚时间穿过阿拉比乌斯河对岸的沙漠，进抵欧里提亚人的领地。按照命令，马其顿骑兵以中队为单位依照指定间隔分散开来，组成了一条巨大的散兵线，以覆盖平原的广大地区，而他们后方的步兵则以密集队形为其提供支援。借此方式，亚历山大迅速扫荡了欧里提亚人的全部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战术，但对于此时情况而言却要算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在今天对抗文明民族时使用这种战术，那么这些部队就会面临极大风险。但在当时，用这种战术去对付野蛮部落却不会出现多少困难。因为哪怕只是一小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马其顿部队，也足以对抗大批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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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欧里提亚人示意图



亚历山大所过之地，只要居民进行抵抗，即会被卖为奴隶，土地也被化为废墟。在找到欧里提亚人的都城拉姆巴西亚（Rhambasia）之后，亚历山大命令赫菲斯提翁将这座位于富饶绿洲中的城市改建成了印度最后一座亚历山大城。之后他便亲自带着持盾兵、阿吉里亚部队、近卫骑兵和马弓手去征讨一部分欧里提亚部落以及集中在领地边界上的格德罗西亚人。后者虽然计划要阻挡亚历山大前进，但还不等马其顿人接近便大多逃之夭夭了，余下没有逃跑的人也都选择了投降。阿波罗法尼斯（Apollophanes）被任命为当地总督，亚历山大也特别命令他为军队运送给养，以帮助自己完成未来的危险旅程。由于时间相对充足，列昂纳托指挥阿吉里亚人、部分弓箭手以及希腊佣兵暂时留在欧拉
(4)

 等待尼阿卡斯抵达，除为后者提供支援以外，这些兵力还要保护当地行政机构的重组工作。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赫菲斯提翁也重新与自己会合之后，他便启程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亚历山大离去后不久，欧里提亚人便发动叛乱，据称还杀死了阿波罗法尼斯
(5)

 。不过列昂纳托的部队很快就平息了叛乱。他在阿拉比乌斯河与托米拉斯河（Tomerus）之间进行了一场会战，击败叛军并杀死了他们的头领，压平了这一新征服的省份。

在亚历山大指挥下穿越沙漠的军队数量并不太多。他在从印度河启程返程时拥有12万人马，假定一路留下的驻防军为30000人左右，而尼阿卡斯手中的舰队规模为100条船左右，平均每条船150人，舰队人数即为15000人。再减去克拉特鲁斯手中大约40000人的兵力，亚历山大手中的人数即为35000人左右。

假如卡尔马尼亚总督西比尔提亚斯（Sibyrtius）和格德罗西亚总督阿波罗法尼斯能够按照命令及时提供补给（其中后者专门受命沿路准备肉牛和谷物），亚历山大原本可以避免很多后来路途中的艰险和损失。被他寄予厚望的补给纵列最终连一支都不曾出现。在没有确保供给妥当的情况下便踏上这样一条危险之路，无疑是亚历山大所犯的一个错误。此时他已经彻底沉浸于无论自己下达何种命令，部下都能按时完成的习惯之中，甚至在下令之后即将这些工作视作已经完成。在亚历山大的所有战役中，就只有这一次出现了忽视供给的情况。卡尔马尼亚总督似乎不曾因此而受到亚历山大的责备，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不是行动拖沓，而是因为收到命令太晚才未能履行命令。

按照传说，塞米勒米斯在征服印度之后曾试图穿越这片沙漠。在其多达数十万人的军队中，仅有20人回到了巴比伦。关于居鲁士也有同样的记载，尽管这一记载绝非史实，但据称这位波斯开国者也曾试图穿越这片沙漠，也落得个同样的下场。即使是后来的伊斯兰人，也认为格德罗西亚沙漠是真主为自己划定的边界，不敢越雷池一步。无论如何，格德罗西亚确实是一片荒芜恶劣的土地。在这里，只有海岸地带生活着伊克塞欧菲人（Ichthyophagi）
(6)

 ，这些人用鲸鱼的骨头、贝壳、海藻建造房屋，而且也仅以鱼肉作为食物。从海岸线至内陆的山地为止，则是一片大约20英里宽的沙地，其上除豺狼、昆虫以外便不生一物，山脉以远地区的格德罗西亚沙漠甚至还要更为荒凉。有人说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超越塞米勒米斯和居鲁士。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更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亚历山大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去寻找、开辟一条连接印度省区和波斯地区的最佳商路。如果他不亲自走上这条道路，又如何才能确定从印度河到大海再到幼发拉底河的道路是否能在印度和波斯之间建立商路？而在尼阿卡斯为此冒险犯难之时，他又怎能将这位朋友弃之不顾？若不如此，他又怎能知道这条海岸线的边界和资源情况？事实上，如果他不如此，波斯和印度之间就会留下大量强盗部落，使他的边境不得安宁。而且他也必须选择一条能够在适宜位置上为舰队挖掘水井、准备食物的道路，才能使尼阿卡斯不至孤立无援。古代舰队仅能在天气较好的白昼航行，一旦遭遇风暴或夜幕降临，船只就必须上岸去寻找水源和给养。由于必须搭载大量划桨手，而划桨本身又占据了大量空间，导致船上只能搭载极为有限的补给。只要亚历山大希望尼阿卡斯能够取得成功，他就不能让后者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沿着一条未知海岸线航行。也许他确实可以分派一位副将去担负穿越沙漠的任务，但亚历山大绝不会迎难而退。他总是亲自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用自己的眼睛去亲历必须见证之物。

[image: ]
格德罗西亚沙漠示意图



倘若想要尼阿卡斯从印度河口沿海路驶抵幼发拉底河口，就必须有一支陆军为舰队去探索海岸，打井取水，并沿路建立驿站，以便保持道路畅通，供今后的旅人和商队使用。如果亚历山大不亲自穿过格德罗西亚，那他又如何才能对这些工作进行指导？又如何确定当地情况？也许人们可以指责他在缺乏合适给养的情况下便进行了这种冒险，而这也确实是他的一个大错。但事实上这只能算是疏忽，而且他带领着进入沙漠的，也只有军中最强壮、最精锐的人员，其余人员还是会跟着克拉特鲁斯去走那条安全的道路。在过去几年间，他曾经轻松克服了对他人而言危险重重的困难，现在他自然也会低估格德罗西亚沙漠的危险性。

20年后，塞琉古一世对印度进行的远征，似乎也能证明亚历山大的远见卓识。由于亚历山大已经开辟好了道路，塞琉古进抵恒河，与那里的印度王公们签订了延续多年的条约，使叙利亚与印度之间的繁荣贸易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的整个计划明显应是长期酝酿并考虑良久之后的结果，而绝不仅仅是冒险之举或游侠骑士刻意寻找困难加以征服的浪漫远征。

格德罗西亚盛产没药和其他各种香料，但除此以外就只有痛苦和死亡了。当军队进入这片地区并不断前进之后，沙土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土地也愈发贫瘠，就连小溪也会干涸。烈日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整个沙漠寸草不生。在这片沙海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道路，而且也只有夜间才能行军。士兵们找不到任何给养，最终都变得精疲力竭。不仅如此，就连他们手中仅有的给养，也还要带到海岸去分给舰队一部分，而且本已十分疲乏的部队还要为舰队打井，设立信号牌以便在尼阿卡斯经过时告知后者井水所在地。在向海岸运送食物时，曾经发生过士兵们因饥饿而违抗命令，不顾死亡惩罚，在亚历山大眼皮底下打破容器抢夺食物的情况。即使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当找到新的给养，亚历山大都还要小心省下一部分，交给最信任的人员留在海岸边。在经过几天的行军之后，军队离开了沿海地带向内陆前进。在这里，水源之间几乎都要相隔60到80英里。沙漠就好像大海一般，根本无迹可寻。军队纪律崩溃了，士兵们吃掉了被用作驮兽的牛、驴甚至战马，并假称它们是因脱水和酷热而死。即使那些用来拖曳搭载伤病人员车驾的牲畜，也都被杀死分食，伤员却被扔下等死。亚历山大只好无视掉所有这些情况。比饥渴更可怕的是，当士兵们找到水源之后，一部分人因饮水过量而死，这又使其他士兵感到十分惊恐。

在从欧拉启程60天之后，马其顿军队终于抵达了格德罗西亚都城保拉（Paura）。所有的记载都显示出，士兵们在沙漠中经受的苦难要远远高出之前的所有战役。具体的损失数字不得而知，但一定非常巨大。据说在从欧拉启程的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能够坚持到保拉，而即使这些人也已经丢盔弃甲。驮兽几乎都已经死光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脱水而死，另外还有一部分因极度虚弱而倒卧下来，最终被沙土活埋而死。军队的行军道路必须沿着水源前进，按照斯特拉堡的说法，这些水源相距远达200、400甚至600斯塔德（22、44、66英里），而军队每天行军距离不超过12英里。如果士兵们能够在一夜之间进抵下一处水源，就能维持相对不错的状态。但如果他们必须在白天行军，条件又会变得苦不堪言。辎重车很快便四分五裂，行李也大多都被丢弃。病弱者遭到遗弃，掉队者几乎无一人能重新找到大队人马。另外，当他们在小溪岸边宿营时，还不止一次遭遇因远方山区暴雨导致溪流暴涨（这在当地十分常见）而淹死士兵、冲走行李驮兽的情况。到了后来，亚历山大总会把营地扎在距离水源几英里的地方以避免这一问题，同时也可以防止士兵过量饮水。

正是在这次行军中，当有一次军队面临极度缺水的情况时，士兵们费尽周折收集了少量饮水，用头盔盛给亚历山大。但后者并没有喝掉这些水，而是将水撒在了地上，说自己绝不会在士兵们口渴不已时喝下这些水解自己的渴。有些学者说这次事情（也可能是另一次极为相似的事情）应发生在追击大流士期间。另外，据说还有一次在军队迷路，就连向导也不知道该如何前进时，亚历山大只带着五名伙伴骑兵向他确信的大海所在方向前进，最终在大海附近成功找到了水源。在将军队带到此处之后的一周时间里，亚历山大只得沿着海岸前进，直到向导们找回道路才重新向内陆进发。

到达保拉之后，亚历山大让幸存士兵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在这座城市中，他发现有些总督在听到军队即将穿越沙漠的消息后，自行收集了一些给养，想要供给亚历山大，只不过这些物资到达的时间太迟，没能派上任何用场。那些没有按照命令提供给养的总督则受到了惩罚。在此之后，亚历山大又率军前往卡尔马尼亚，沿高地道路轻松行军的克拉特鲁斯在那里与他会合，冬季也在此时降临。

在这里，亚历山大整肃了自他离开波斯波利斯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滥用职权问题。他撤换了一些官员，惩罚了那些腐败、残忍的官吏。之后他又举办了盛宴和运动会来庆祝在印度取得的胜利以及穿越沙漠的壮举，同时朴塞斯塔斯也被任命为侍从副官之一，之后又被任命为波西斯总督。对与亚历山大同行的那些士兵而言，他们在三个月前从印度河出发时还是一支对自己感到极为自豪的军队，但在穿越沙漠时却已经失去了一切自尊和纪律的精神。如今补给品的到来以及与老战友重新相会，对他们而言极为必要。一路上所遭受的可怕困难，也让亚历山大感到勇敢忠实的尼阿卡斯很可能已经在远航危难中葬身大海。但不久之后就有喜讯传来，说这位英勇的舰队司令已经抵达了阿纳米斯河（Anamis）附近的萨尔玛斯（Salmus）海岸。一段时间之后，尼阿卡斯果然来到了军营中，向国王汇报了远航的历程。而他也因此赢得了国王的赏识和喜爱。之后亚历山大又派他继续航行，直到底格里斯河口的苏西亚纳（Susiana）为止。赫菲斯提翁也接到命令，带领着军队大部以及战象和行李纵列，在冬季里沿着南方较暖和的道路前往波西斯，亚历山大本人则带领着轻步兵、部分弓箭手以及伙伴骑兵沿山路经由帕萨加迪返回苏萨。

在波西斯境内，亚历山大同样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等恶行进行了惩处。在原波西斯总督福拉索提斯死后，接替他的欧克西尼斯（Orxines）四处抢劫，残暴成性。亚历山大处死了此人，由朴塞斯塔斯取而代之。米底总督阿特罗帕提斯也抓来了想要自立为王的巴雅克塞斯（Baryaxes），此人及其支持者全部遭到处死。阿里亚、扎兰吉亚总督斯塔萨诺和帕提亚、赫卡尼亚总督福拉塔弗尼斯则送来了亚历山大急需的驮兽和骆驼。亚历山大按照需要将这些牲畜分给了各部队，斯塔萨诺则回到了阿里亚继续担任总督。

另外亚历山大还发现，居鲁士位于帕萨加迪的陵寝遭到了破坏，其中的财宝被洗劫一空，就连这位波斯大王的尸体都遭到了伤害。可是，即使对守卫进行了拷打，亚历山大也还是追查不到是谁犯下了这种罪行。只好将居鲁士的遗体移到了一个排场更大的陵寝之中，并加强了保护措施。

亚历山大确实有必要返回帝国中心。此时后方诸事已经显出了他去世后那样四分五裂的征兆。对于亚历山大离世后帝国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言，无疑是不祥的预兆。到了此时，帝国已经因为总督们的贪婪、野心、残暴即将四分五裂。不过后来当百姓们听说亚历山大无论对谁都能一视同仁之后，便急忙寻找任何一个能引起国王注意的机会，向他控诉官员们的恶劣行径。亚历山大也从未忽视过任何一条诉状。

由于渎职，五年前归顺亚历山大并因此保住了官位的卡尔马尼亚总督阿斯帕斯提斯不仅被剥夺了权力，还被直接处死，由特勒波勒摩斯（Tlepolemus）接替其职务。克拉特鲁斯抓获了策划在家乡造反的阿拉霍西亚贵族欧达尼斯（Ordanes），此人也被处死，阿拉霍西亚本身和欧拉、格德罗西亚一起被交给西比提乌斯（Sibyrtius）管理，前总督阿波罗法尼斯因忽视国王让他在格德罗西亚为军队提供给养的命令而被撤职。雇佣骑兵指挥官赫拉孔（Heracon）、老佣兵指挥官克林德以及曾在帕尔梅尼奥指挥下驻守米底的色雷斯步兵指挥官西塔西斯此时全部带领着各自部队来与亚历山大会合。他们也受到了米底人的指控。其中克林德和西塔西斯被证实侵吞公款、抢劫民财、统治残暴，二者与600名同样有罪的士兵一起被处决。赫拉孔虽然在当时被无罪释放，但后来还是因再次洗劫民财而被处决。另外，米底人巴雅克塞斯和帕瑞塔塞尼亚人欧克西亚特瑞斯（Oxyathres）也遭受了同样命运。印度河上游地区的总督腓力先前在一次叛乱中丧命，叛乱被迅速镇压了，其省份则被分给塔克西拉国王和欧德摩斯（Eudemus）。在亚历山大公正态度的鼓舞之下，人民越来越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困境委屈，这些人也无一不感到自己得到了最公正的对待。亚历山大的公平做法，尤其是对马其顿旧将恶行的惩处，使波斯人感到他已经成为自己的保护者，而不只是国王，同时这对于各省总督而言也是严厉的教训。后来就连财务大臣哈帕拉斯也被发现侵吞国库，不过这位内贼非常聪明地逃脱了国王的愤怒。如果按照狄奥多拉斯的说法，他逃亡时还带走了1500台仑黄金。

一些人认为亚历山大总会在证据不足或者告状者伪造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决。虽然他在判决公平性方面确实可能存在大量错误，但他惩处玩忽职守者的初衷无疑是出于对子民利益的考量。这一点也能通过他在位期间始终重视人民权利体现出来。无论他出于何种目的征服各个民族，他都对总督如何对待人民做了严格限制。

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便穿过波斯门向帝国中心地带前进。离开苏萨五年后的2月份，亚历山大回到了这里，发现这里也有大量需要整顿的事务。阿布里提斯和他的儿子欧克塞斯里斯因鱼肉百姓而被首先处死。赫菲斯提翁不久后即带着重装部队和沉重的行李纵列来到苏萨。尼阿卡斯在完成远航后也前来此处进行汇报。亚历山大因这位舰队司令的成功而兴高采烈，开始计划一次不仅要环绕阿拉伯半岛，还要环绕整个利比亚（当时非洲大陆均被称为利比亚）
(7)

 ，远至赫拉克勒斯之柱
(8)

 的远航。另外他还准备在黑海、西徐亚以及亚速海（Sea of Azov）进行另一次远航。不过所有这些计划，最终都被一次兵变打断了。



————————————————————


(1)
 索格迪亚人并非亚历山大曾经花费大量时间镇压的索格迪亚纳人。


(2)
 道奇在此处的说法与他在第18章中认为亚历山大从未读过克特西亚斯《波斯史》的说法相悖，可能是道奇在写作这本战史的过程中看法有所变化，但却并没有对前文进行更改。


(3)
 此处指代的是与成书时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间间隔。


(4)
 该城并非科芬河谷中的那座同名城市。


(5)
 此处应为误记，阿波罗法尼斯后来还被亚历山大专门下令为自己提供补给。实际被杀者可能是腓力。


(6)
 直译即为“食鱼者”。


(7)
 直到后来罗马在迦太基原址上建立行省时，包括今突尼斯、利比亚的那块土地才被称为阿非利加，后来即逐渐演化为整块大陆的称呼。


(8)
 即直布罗陀。



第四十六章　兵变（公元前324年）

在经历了多年的艰难征程之后，马其顿士兵终于看到了所有这些历险般战役结束的曙光。即使国王本人，也认为到了该对忠实士兵们论功行赏的时候了。在消除民族隔阂这一方面，亚历山大要比所有人都更接近一位梦想家。自从征服埃及以来，他便开始酝酿着将巨大帝国融合起来，实现民族平等的计划。但他用来实现这一计划的方法却并不现实，例如让东方民族将他们并不熟悉、也并不适应当地气候的马其顿服饰融合进东方服饰。而且他还寄希望于更不现实的民族大通婚。亚历山大不顾阻挠，要将这一计划推向更广阔的范围，同时给顺从者的赏金也成比例增加。他自己与大流士长女、门托耳遗孀斯塔蒂拉以及薛西斯三世末女帕里塞迪斯（Parysatis）的结合不仅使自己成为波斯两代王族的后人，也使他成为民族大融合计划的一分子。赫菲斯提翁与大流士的另一位女儿德莉比娣丝（Drypetis）成亲，克拉特鲁斯则娶了大流士的一个侄女。除这三人以外，他手下还有80名最显赫的将领与波斯女子结婚。大约10000名与亚洲女子通婚的马其顿士兵都被登记在册，并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慷慨馈赠。集体婚礼以波斯习俗举办，帝国（在当时可以算是全世界）各省区的显贵全都来参加了庆典。作为给战士的礼物，亚历山大还决定替所有欠债士兵清偿债务。据阿里安和贾斯汀记载，他总计为此花费了20000台仑，相当于今日的2500万美元。即使按照普鲁塔克、狄奥多拉斯以及寇蒂斯的记载，花费的金额也高达10000台仑。那些战功卓著的士兵还得到了额外奖赏，亚历山大从中选出最英勇出众之人，为他们戴上金冠。其中包括了侍从副官以及所有国王最得力的副官和将领。与马里人作战时拯救了自己性命的朴塞斯塔斯位列首位，在托米拉斯河上击败欧里提亚人的列昂纳托位居次席。此外还有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海军将领的尼阿卡斯、国王的挚友赫菲斯提翁以及利西马科斯、阿里斯托纳斯、佩狄卡斯、托勒密、培松。负责驾驶亚历山大座舰的欧奈西克瑞塔斯也同样获此殊荣。可即使亚历山大有着如此的慷慨之举，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心满意足。

从追击大流士时期以来，亚历山大便开始在军队中编入了大量亚洲士兵。而且这些士兵可能也接受了马其顿式的训练。一些学者非常怀疑这一点，但若不是如此，便无法解释亚历山大在之后五年的战役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过人成就。也只有这种假设，才能满足全军战术的一致性。毫无疑问，各个不同民族的士兵们都保留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而且亚洲士兵和马其顿士兵之间也肯定仍存在明显差异，但我们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任何对独立东方部队的特殊记载。被史料记载了详细行动的只有方阵、轻步兵、伙伴骑兵和其他一些骑兵，仅有达安马弓手是一支被反复提及的特殊部队。似乎亚洲士兵被分散开来，填充到了各方阵步兵旅或者轻步兵、轻骑兵之中。另外，若按照史料记载，轻装部队在全军中的比例也并没有增加太多。无论亚洲士兵此前在军队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现在亚历山大都计划彻底消除他们与马其顿士兵的区别，而他也早已铺平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很久之前，亚历山大便从帝国各地精挑细选了30000名刚刚成人的波斯青年。在五年时间里，这些士兵接受了马其顿式的操练。他们被称为“继业者”（Epigoni），由塞琉古指挥，其编制、操典和装备完全采用了马其顿风格。当马其顿士兵拒绝跨过希发西斯河之后，亚历山大便决定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并下令征召更多波斯青年，至于具体数量则无从考证。在先前那30000名波斯士兵中，已经有一部分加入了军队之中。亚历山大希望能够得到一支对自己更加俯首帖耳的生力军。在像他这样一位优秀的组织者手中，这支部队将变得极为强大。而东方人天生的盲从习惯也会为他们赢得这位国王的欢心，进而使他们自己感到骄傲自豪。可能直到返回苏萨，与这支新军面对面接触之后，马其顿士兵们才认清波斯部队对于帝国的前途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不幸的是，波斯新军的出现加剧了一部分马其顿老兵的猜忌和愤怒。这些人早已因亚历山大采用米底服饰、礼节，以及为东方人加官晋爵等行动感到不满。

此时在亚历山大手下的20万野战军中，马其顿人可能已经只有不到25000人。其中有一半士兵，自公元前334年以来便一直在军中服役了长达十年之久，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极为厌战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兵自恃战斗力出众，愈发桀骜不驯。亚历山大绝不希望再发生希发西斯河那种抗命事件。自从那次事件之后，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老兵之间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隔阂，而在那之前，二者是绝对互相信任的。亚历山大希望通过慷慨的奖赏、盛宴和赠送给士兵妻子的贵重嫁妆来平息这些恶感，但这些手段并没有取得成功。不仅如此，当亚历山大一心想要为士兵们谋求福利，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替他们清偿债务时，士兵们反而认为国王是要想办法调查他们谁的生活太过奢侈，以便加以惩罚。随着亚历山大自身发生的变化，士兵们对国王的信任也在减弱。所幸这一次的怀疑并没有造成恶果，国王很快就说服士兵们自己绝无任何恶意。在公开设置的钱桌上，士兵们无须登记姓名，只要说出自己的欠债金额，就能得到相应的金钱。亚历山大为此支付的资金总额之巨，足以证明他的真诚。

但另外一些事情又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在伙伴骑兵中组建亚洲中队（这其实是维持这支精锐部队人数足额的最简单办法）、民族大融合计划的开始以及在近卫步兵中编入亚洲士兵的做法，都给老兵们的不满火上浇油。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阿拉霍西亚、扎兰吉亚、阿里亚、帕提亚分别都有一个中队被编入了伙伴骑兵，另有一支精锐波斯近卫骑兵中队也加入其中。除此以外，亚历山大还在伙伴骑兵中设置了一支多民族混编部队。即使这些新来者拥有出色的作战素质，也并不能使马其顿人的反对偃旗息鼓。马扎亚斯的两个儿子阿提博勒斯（Artiboles）、海达尔尼斯（Hydarnes），阿塔巴赞之子科芬，福拉塔弗尼斯之子希西尼斯（Sisines）、福拉斯达米尼斯（Phrasdamenes），罗克珊娜的兄弟希斯塔尼斯（Histanes）、奥托巴瑞斯（Autobares）、米特罗巴斯（Mithrobaeus）等东方显贵获准进入近卫步兵。同时，就连近卫步兵的指挥权都被交给了巴克特里亚人希斯塔斯普（Hystaspes）。更使士兵们不满的是，朴塞斯塔斯作为波西斯总督，全盘接受了所有东方华丽仪仗，却还是能得到亚历山大一如既往的恩宠。即使国王所提拔的亚洲人全都是一些能力出众、品德高尚，甚至也已经久经考验的高贵人物，也无法使士兵的不满有丝毫减弱。在马其顿老兵们看来，亚历山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并且愈发轻视帮助他征服了世界的本族士兵们。除上述这些不满以外，马其顿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亚历山大的任何作为都可能成为他们不满的理由。

春季到来后，亚历山大让赫菲斯提翁带领军队，沿底格里斯河溯游而上前往俄庇斯，他本人则与持盾兵、禁卫军以及少量伙伴骑兵一起，乘着受命来到苏萨的舰队，沿帕西底格里斯河或尤拉尤斯河（Eulaeus）前往海岸。在建立了一座新的亚历山大城之后，舰队也循着底格里斯河来到俄庇斯。他非常期望能够让新臣子们亲近自己。原先波斯人为了阻挡敌军舰队入侵，在底格里斯河里设置了大量水坝和障碍物。由于这种威胁的消失，亚历山大拆除了这些障碍，以便打通直到俄庇斯的航道。这也是他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同年7月，正是在俄庇斯，马其顿士兵的不满终于酿成了兵变。在那之前，亚历山大刚刚宣布要重新率军回到米底。
(1)

 另外为满足老兵们的愿望，他还将他们召集起来，宣布允许那些因年龄或伤残等原因无法担负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老兵们退役返回家园。与亚历山大期待的热情回应不同，这一公告反而又被老兵们看作是国王抛弃同胞、视自己为亚洲人而非马其顿人的证明。

亚历山大以马其顿式的传统，在城外的一座军营中宣布了这项决定。他将士兵们召集起来，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让大家都能看到自己。亚历山大知道士兵们对此早已有所不满，但他还是希望能用这种办法打消这种情绪。可他的讲话非但没有赢得士兵们的欢欣，反而引来马其顿士兵头目们的低声抱怨，而这很快又演变成了士兵们的大声反对。他们的不满终于爆发，这些士兵们一旦开口，便喋喋不休地倾泻自己压抑已久的愤怒，头目们激烈地批评亚历山大，让他赶紧把马其顿人全都赶出军队，自己去打仗好了。这些煽动性的批评声淹没了亚历山大的声音，眼看就要引发一场兵变。亚历山大为这种未曾料到的激烈反对声所震惊，自己也无法按捺住急躁的脾气，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跳到人群中，带领着身边少数几位伙伴骑兵，亲自逮捕了一些兵头，紧接着又下令逮捕所有被他指认出来的头目，这些人可能亚历山大都是知道具体姓名的。在他的命令之下，头目中有13人被立刻带走处决。亚历山大重新回到高台上，面对着已经被刚才国王的恐怖愤怒所吓倒的士兵们，大声怒喝：“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回家了，我不在乎，我也永远都不会再是你们中的一员！不过在你们走之前，最好还是听听我对你们有什么看法吧。在我的父亲腓力找到你们之前，你们出身如何？不过是一群无名无姓的流浪之人，在边境外野蛮人的威胁下养活那寥寥几只牧羊糊口。现在你们又是什么人？世界的主人！是谁给了你们长袍去换掉身上披着的兽皮？腓力！是谁教会你们使用武器，让邻人害怕你们？腓力！是谁给了你们法律和优秀习俗，使国家变得富强，开掘金矿，让你们从奴隶成为公民？腓力！是谁让你们成了色萨利和弗西斯的主人？是谁让雅典和底比斯屈服在你们脚下，带你们战胜伯罗奔尼撒人？腓力！是谁让你们成了希腊人中最高贵的民族？腓力！而腓力的所作所为与亚历山大相比，不过是腐草之荧光。你们在出发时一贫如洗，我只好举债800台仑来给你们提供吃穿武器，亚历山大如今又已经给了你们多少？亚洲、印度、爱奥尼亚、吕底亚、巴比伦、苏萨的土地、财富，就连西徐亚人和印度人的疆界都已经是你们的囊中之物。又是谁让你们成了总督、将军、司令？亚历山大！是谁在夜晚守卫土地，努力工作，使你们在征服的土地上能够安睡？亚历山大！而除了不值一提的紫色长袍和无用的冠冕以外，亚历山大又得到了什么？难道亚历山大所分得的财产，要比你们大部分人都多？你们中又有谁比亚历山大更不辞辛劳？又有谁比他受过更多的战伤？让你们中最勇敢的人站出来，袒露胸膛，一个一个地清点伤疤，看谁能够比国王更多？！没有一种敌人的武器不曾在亚历山大身上留下痕迹。长枪、刀剑、弓箭、标枪、石块、巨弩，都曾刺穿过亚历山大的身体。我用自己的婚礼来庆祝你们结婚，我清偿了你们的债务，为你们中最勇敢的人戴上金冠。我为勇敢阵亡的战士举办华丽葬礼，他们不朽的铜像也已经被供奉在家乡诸神的庙宇之中。他们的父母得到了无上荣誉，免除了税款。而我现在又想让你们带着丰厚的财富返回家园，成为家乡父老的骄傲。忘恩负义之徒！我将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回家去吧！告诉你们的邻居，自己抛弃了国王，那位征服了整块大陆，使你们权倾天下，让你们名利双收的亚历山大。告诉你们的邻居，你们将无人能敌的亚历山大抛弃给了被征服的异乡人。这就是你们将要得到的荣耀和对诸神的奉献！我剥夺你们的士兵资格！走开吧！”

说完这番话后，亚历山大转身离去，回到了城市的宫殿之中，不许任何人跟着自己，闭门不出达三天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只把命令下达给亚洲士兵、自己的伙伴以及卫兵，完全无视了马其顿士兵。这样一来，马其顿老兵们便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六神无主。尽管他们的一些抱怨并非毫无道理，但他们还是被国王的盛怒压倒，承认自己已经犯下大错。

事实上，如果马其顿士兵们不愿任由国王处置，此时的局势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也十分危险。只要这些英雄般的老兵们能够推举出一位领袖，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做出过激举动？而在没有领袖领导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会造成更大混乱。这些士兵仍然拥有自己的武器，数量也多达20000人。不过亚历山大还是一如既往地决定将计划坚持到底。他已经做好了用东方士兵去对抗马其顿人的准备。到第三天，亚历山大又一次召见了手下的波斯人和其他亚洲军官，向他们下达命令，进行了一些人事任命，以便建立一支按照马其顿操典组建的全新军队，既有方阵步兵旅，也有骑兵团，甚至还有近卫步兵、宫廷卫队等，完全没有提及马其顿人。据说他还曾派人给马其顿士兵们传信，让他们离开军营，如果愿意的话，就让他们直接来与自己作战好了。他要让他们看到，自己即使没有他们也同样可以任行无阻，而如果马其顿士兵没有了亚历山大却将变得一无是处。到马其顿士兵们确定亚历山大已经下达了一切命令组建一支由米底人和波斯人构成的军队，而他们自己已被完全忽略，就好像并不存在一样之后，他们彻底崩溃了。老兵们聚在一起跑到宫殿，在大门外抛弃武器，恳请国王原谅自己，如果无法赢回国王的宠爱，他们就要不眠不休地日夜站在宫外。

亚历山大此时的怒气已经平息了。他走出宫门接见自己的老兵，原谅了他们并承认他们过去所有的荣誉。直到此时，才有一位名叫卡里尼斯（Kallines）的“伙伴骑兵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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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出来，代表所有人对亚历山大说：“国王啊，我们非常悲伤，因为你让米底人和波斯人作了自己的亲属，我们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这种荣誉。”亚历山大则回答说：“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亲人！”接着，按照亚历山大已经采纳的波斯习俗，他给予这些老兵们作为亲族的特权，可以用亲吻的方式向他表达敬意。在此之后，马其顿士兵们便欢呼雀跃着返回了军营。与老兵们和解之后，亚历山大也举办了献祭仪式和宴会，马其顿人围坐在他的身边，波斯人则被置于马其顿人外围，据说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多达9000人。对亚历山大而言，他这一次对军队取得的胜利，也补偿了他对马其顿士兵拒绝跨过希发西斯河的遗憾。他借此征服了马其顿人的顽固精神，终于使东方人和马其顿人在军队中获得了平等地位，多年以来的兵变阴影也终于被一扫而空。而自此以后，无论他给予波斯人何等荣誉，他也总是让马其顿老兵们居于最受宠爱的地位上。

在此之后，大约10000名不适合继续服役的老兵被挑选出来返回了马其顿。所有这些士兵都收到了以抵达家乡时间为止的军饷，此外还得到了1台仑黄金。我们很难考证1台仑黄金在当时的价值，但这笔钱肯定足够一位老兵为自己置办田地，终生衣食无忧甚至可以过上略显奢华的生活了。为保证士兵在国内的家庭和睦，马其顿士兵们与亚洲女子生育的孩子都被留在了亚洲，由国王出资按照马其顿人养大，准备在未来成为帝国的士兵。如果这些孩子中有人夭折，其父也将得到原先为他准备的抚养费。亚历山大指派手下最受信赖的克拉特鲁斯带领老兵们回国，并负责掌管马其顿、色雷斯和色萨利。这位老将此时年事已高，又因多年来的艰苦作战而身体虚弱。波利伯孔被任命为克拉特鲁斯的副帅，伴随他们一起回国的还有“白人”克雷塔斯、格尔吉阿斯、波利达玛斯（Polydamas）以及阿玛达斯（Amadas）。

据狄奥多拉斯的说法，克拉特鲁斯出发时携带着一份手书命令，要求腓尼基人和临近地区的人民建造一支舰队，以便未来亚历山大进攻腓尼基和地中海其余国家时使用。另外，他还接到命令，要做好从欧洲向亚洲进行移民的准备，以便实现亚历山大的民族融合计划。不过所有这些计划都过于庞大了，除亚历山大以外便再无一人能够将其付诸实施，他的继承者们也无人敢于尝试这些计划。

安提帕特也收到了命令，要他将数量与退伍老兵相等的适龄年轻人送到亚洲以替换那些老兵。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让安提帕特本人也要随军前往亚洲。因为他的母后奥林匹亚斯与安提帕特始终存在隔阂，亚历山大担心二者的不和可能会生出祸患。尽管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母亲目光短浅，但却始终对她保持着深刻的敬爱之情。有一次，安提帕特在信中抱怨奥林匹亚斯插手政务时，亚历山大却说道：“安提帕特不明白，母亲的一滴眼泪，足以抵消一千封这样的信件。”



————————————————————


(1)
 如本书前半部分所提及的，腓力曾经常让马其顿士兵进行拉练，以维持军队在和平时代的机警和战斗力，亚历山大这一命令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2)
 此处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无法确定此人的伙伴骑兵团长称呼从何而来，因为此时随着伙伴骑兵规模的扩大，已经无法考证每一个团的团长姓名了。



第四十七章　殒命巴比伦（公元前324年8月至公元前323年7月）

亚历山大计划巡视帝国的每个省份。8月底，他从俄庇斯启程，沿着米底大路前往埃克巴塔纳。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在这座国库所在的城市中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尤其是在财务大臣哈帕拉斯逃亡之后。在埃克巴塔纳，赫菲斯提翁因病逝世。由于这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就好像普特洛克勒斯之于阿喀琉斯一样，亚历山大悲痛欲绝。为悼念这位挚友，他在巴比伦花费了10000台仑（1200万美元）为赫菲斯提翁举办了葬礼，而在那之后举办的运动会和音乐竞赛规模空前，这又花掉了2000台仑。据说亚历山大还把赫菲斯提翁的医师格劳卡斯（Glaucus）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因为他曾纵容生病期间的赫菲斯提翁吃下一只烧鸡并饮用了一大杯新鲜葡萄酒。

赫菲斯提翁与王室书记官欧迈尼斯之间一直都存在矛盾，但亚历山大还是让二人成功和解了。欧迈尼斯曾经在7年时间里担任腓力的书记官，之后又为亚历山大效力14年。由于史料中所记载者都是围绕在亚历山大身边的武将副官，因此像欧迈尼斯这种行政人员就很少提及了。而事实上，如果想要让庞大如亚历山大这样的一支军队运转起来，就必须要有大量行政人员。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史料中记载欧迈尼斯同样有着非常杰出的能力，这一点在亚历山大死后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image: ]
亚历山大的最后一次行军示意图



在为赫菲斯提翁吊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接近年底时，亚历山大又针对科萨亚人（Cossaean）进行了一次远征。很多学者声称这次行动不过是亚历山大因赫菲斯提翁去世悲痛欲绝，率军杀人取乐。但事实上，对于确保苏萨与埃克巴塔纳之间的交通线而言，这次战役是非常有必要的。科萨亚人地处苏萨东北方向，抢劫成性，与乌克西亚人一样从未向波斯臣服，一直只是在贡金作用下才安守本分。科萨亚人从来不与敌军进行正面会战，而是会分散成小股部队，在遭到攻击时躲进要塞或是藏在某处，对方退去后再重新走出来继续做他们的抢劫营生。为对付这些科萨亚人，亚历山大和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兵分两路，在隆冬时节发动进攻。因为在严寒气候中，对方无法逃到高原上去避难，只能留在谷地之中。亚历山大和托勒密不顾崎岖的地形和积雪阻碍，派出小股部队对每一条山谷进行扫荡。在为期40天的战役中，他们完全征服了这些野蛮人，摧毁了他们的要塞，将他们彻底击溃。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已经完全不可考了。

征服科萨亚人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巴比伦返程。由于此处位于印度、埃及以及地中海中间，亚历山大也就选定这里作为帝国的未来首都。返程途中，亚历山大接见了来自吕底亚、迦太基以及意大利的布鲁提亚（Bruttia）、卢卡尼亚（Lucania）、第勒尼亚（Tyrrhenia，即伊特鲁里亚）等地的使者，他们都恭贺亚历山大成为亚洲之王。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欧洲西徐亚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Iberian）等一些马其顿士兵连名字都未曾听说过的民族，也向这位伟大的征服者进贡，甚至寻求他的智慧来平息争端。阿里斯图斯（Aristus）和阿斯克里皮亚底斯（Asclepiades）都记载罗马也派出了使者去朝拜亚历山大，但其他史学家都不曾提及此事，而热爱自由的罗马人也不太可能会赞同这样一位专制君主。李维认为罗马人此时可能根本不知道亚历山大的存在，因为他们的世界还仍然局限于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罗马人要直到两代人之后，才征服了整个意大利。

亚历山大一直非常急于考察里海地形，现在便派出了赫拉克利德斯带领大量造船工匠前往赫卡尼亚，在里海建造船只，准备在他做好远征准备时使用。

跨过底格里斯河之后，亚历山大受到了一些占星术士的迎接，但后者却劝他不要进入巴比伦，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一旦亚历山大进入那座城市，就会遭遇不测。如果他非要进城不可，也千万不要走西门。亚历山大认为这些占星术士别有用心，才会说出这种不祥之语。此时他正准备重建别卢斯神庙，而这部分资金现在却是被占星术士们所掌控的。虽然亚历山大无法猜透对方的直接动机，但他还是认为这些预言者只是不愿意损失掉这笔钱财，才不愿让自己进城。亚历山大原本打算听从他们的建议从东门入城，但却发现那里的浅滩和沼泽地使他无法通过，只得从西门进城。除去这个事件以外，史料中还提及了各种各样关于亚历山大即将殒命的预兆，我们在此不多着墨。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发现尼阿卡斯的舰队已经溯幼发拉底河来到了此处。另一支从腓尼基起航，包括2艘五列战舰、3艘四列战舰、12艘三列战舰、30艘三十桨船的舰队，也已经被拆散开来，用辎重车运到了塔普萨卡斯，之后又从那里经水路送到了幼发拉底河下游。巴比伦周边的柏树都被砍倒，用来建造更多战舰，同时这座帝国首都也已经开挖出了一块足以容纳1000艘战舰的港口，其附近便是一座船坞。亚历山大还从腓尼基和叙利亚招募水手充实舰队。他计划在波斯湾沿岸建立殖民地，并对阿拉伯半岛发动远征。之所以要进攻那里，不仅是因为阿拉伯人没有派使者朝贺自己，而且他对那里的土地和香料也一直垂涎欲滴。另外，亚历山大还策划了另外三次远征，希望能够用舰队环绕阿拉伯半岛航行一周，这在当时要算是闻所未闻之事。不过，这三次远征最终都没有成行。

在巴比伦停留期间，亚历山大并没有遭遇任何不幸，不久后他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下游进发，远征帕拉科帕斯运河（Pallacopas）。这条运河通向大海，其河道穿过一片沼泽地，两岸的低地也使它每年都会造成洪水。亚历山大在帕拉科帕斯运河河岸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将部分不适于服役的希腊佣兵安置在其中。之后他便返回了巴比伦。

朴塞斯塔斯带领着20000名由波斯人、科萨亚人、塔普里亚人中最勇敢者组成的增援部队来到巴比伦。菲洛塞奴从卡里亚带来了一支军队，米南德从吕底亚也带来一支军队，米尼达斯则带来了一些骑兵。这些外族士兵被依照行列编组起来，每一列都由一位马其顿行长指挥，第二位是一位马其顿双饷士兵，第三位也是马其顿士兵。在这三人背后是12名外族士兵，最后一排还是马其顿人。这样一来，即组成了一个16人的纵队。其中4名马其顿士兵仍保持着方阵步兵的惯常装备，外族士兵们则使用弓箭或者标枪，从前排士兵头顶上向敌军发射火力。亚历山大没能活到这种马其顿人和亚洲人混合编制的方阵投入实用。初看上去，这种部队似乎会非常缺乏凝聚力。在这些工作以外，亚历山大还多次检阅部队，与舰队一起进行演习，以对士兵和战舰未来将采用的战术进行演练。

亚历山大还从阿蒙神庙那里得到了有利的神谕，告诉他赫菲斯提翁可以被当作英雄供人膜拜。而这种膜拜很快即被一丝不苟地推行开来，亚历山大甚至原谅了克里昂米尼在埃及的残暴和贪婪行为，原因则只是此人对于赫菲斯提翁这位“新晋英雄”的膜拜十分诚恳。

在监督船只、港口和船坞建造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很不走运地出现了低烧情况。不过鉴于自己一直以来的强健体魄，他对此并没有在意，一如既往地出席各种宴会。在狂欢之下，亚历山大的病情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但他却还是继续欢宴了一天一夜。最后他终于虚弱到无法离开米迪厄斯的宅院，也就是他享用最后一顿晚餐的地方。即使如此，每天早上亚历山大还会坚持向神祇献祭，之后便整日卧床不起。他仍然在为环绕阿拉伯进入红海这一在当时规模极大、充满危险的远征计划发布各种命令，而且坚持要参与到所有事务之中。尽管发烧的温度每日都在增加，但亚历山大却还是坚持工作，最终使病症演化成了对这位国王的致命一击。在他于公元前323年6月去世之前，大部分老兵来到他的床边，鱼贯而过向他做最后道别。亚历山大虽然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这些自己熟识的士兵之后，还是勉强举起手来向每一个人致意。据说，亚历山大最后曾说要将帝国传给“最强的人”，而按照寇蒂斯的说法则是“最配得上的人”。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将刻有印玺的戒指交给了佩狄卡斯。那些有关亚历山大是被他人下药毒死的传言，大多缺乏实际依据，并不可信。

亚历山大的遗体被施以防腐处理，由托勒密运到了埃及，安置在了孟菲斯，几年之后又被移到了亚历山大城。



第四十八章　其人其战

亚历山大相貌出众。普鲁塔克说利西波斯（Lysippus）所作雕像是最接近其原貌的——“亚历山大那略向左肩倾斜的头部、他那灼人的双目，都被这位艺术家表现得淋漓尽致。”阿佩利斯所做的画像则显得比较黑暗。据说他的肤色红润，浑身散发体香。他的身材并不算太高，但还是要高于当时的平均身高。其气度十分威严，极具王者之风。亚历山大非常勤恳好学，拜读过大量史料、诗歌和普通文学作品。他最喜欢的著作是《伊利亚德》。在他的枕头下面，总是会塞着一本亚里士多德的注解本，以及一把匕首。少年时代，亚历山大曾经接受过音乐方面的教育，而且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才华，只不过他后来的惊人成就完全掩盖了这一点。他非常喜欢军乐，但并不喜欢情歌或者情感戏剧。亚历山大还曾花费时间学习了不少医药知识，即使以医生的标准来看，也绝不缺乏能力。自始至终，其身边都围绕着大批聪慧名人，他也非常乐于参与、聆听他们对学识的讨论。可以说，亚历山大能够理解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而且对这些科学也都能略有研究。作为一位戏剧爱好者，他认为喜剧会让人们道德败坏。最后，亚历山大对于诸神的献祭，总是一丝不苟。

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道德准则可言，但普鲁塔克还是说亚历山大要比普通人更加淳厚。他性情平衡，尊重他人权利，在对待女性时从不被自私的欲望所扰，甚至还有一种禁欲倾向。对于一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而言，这一点要算是他最高贵的德行了。除饮酒以外，他几乎拒绝了一切享乐。按照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说法，亚历山大饮用的酒量并不太大，只享受微醉的快活。与总是酩酊大醉的马其顿人不同，他更愿意拿着酒杯坐在桌旁，与伙伴们长篇大论。他很少会在意自己的膳食，但招待客人时却很愿意破费。卡里亚女王艾达曾一度每天都用精美的盘子给他准备食物，而且还想要送给他一批技艺娴熟的厨师和司膳总管。亚历山大却回答说他的导师列奥尼达斯已经给他准备了最好的食物——用夜间行军（或在清晨散步）来做好早餐的准备；用清淡少量的早餐来做好晚餐的准备。他手下的将领或者朋友随时都可以到他的餐桌上和他一起吃饭，而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所愿意看到的。据说在亚洲时，亚历山大每天的伙食费高达10000德拉克马（2000美元）。不过这对于世界之王来说也并不能算太多，就连不少手下军官都要比他更加奢华铺张。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别的什么时候，都非常喜欢别人拍自己的马屁。甚至可以说，他在饭桌上所享用的正是别人的恭维，而不是任何食物。

亚历山大精力充沛，比任何人都更能忍耐酷热、严寒、饥饿、干渴和疲劳的试炼。他在体力和勇气方面都要高人一等。寇蒂斯说他曾在特里巴利人发生兵变时勇敢地救了父亲一命，而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少年而已——“对那些让他人感到恐惧之事，他就好像是无敌之躯一般……他的勇敢不仅远在其他国王之上，甚至也超过了那些仅以武勇安身立命之人。”面对伤病，亚历山大从无惧色。当马里人一箭射穿了他的胸膛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折断了箭杆。

亚历山大脚程极快，但他年轻时却不愿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没有其他王子参加比赛”。虽然他本人即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但却并不喜欢那些职业运动员，因为他认为那些人应该把这份力量拿来为国效力。亚历山大乐于在狩猎时遭遇困难和危险，据说他还在巴克特里亚单独杀死过一只狮子。
(1)

 他总是会不断地锻炼自己。在行军时，他会从马上或者战车上练习射箭，或者在全速急驰过程中突然从坐骑上跳下来再跳上去。另外，亚历山大还经常和卫兵们投球取乐。行军时也更愿意和士兵一起徒步行动，而很少骑马或者乘坐战车。亚历山大睡眠时间很短，而且即使睡着，也仍然保持着很高的警觉性。在他那钢铁一般的躯体里，既包含着清晰过人的智慧，又有澎湃的激情。他总是野心勃勃，并为此不停工作。他不止想要征服整个世界，而且也希望将希腊文明传播开来。无论是从行动还是思想来说，亚历山大都有着过人的勇气。他享受会战中那令人目眩的气氛，情况越是激烈，他的思维便越是积极敏捷。他直觉敏锐，洞察力惊人，而且有着从不出错的判断力。作为军队的组织者，他的组织能力无人可及。作为统帅，他又能够鼓起士兵们的雄心和勇气，用自己的无畏打消他们的恐惧。波里比阿斯说道：“所有人都承认，这位国王是有着超人般的灵魂。”

亚历山大总是信守承诺，同时在施恩于人时又极为慷慨。他有着惊人的识人之明，在演讲时，他能够让听众对自己亦步亦趋，让他们也能像英雄一样勇敢行动。在钱财方面，亚历山大在朋友身上所花的资金，远比花在自己身上的更多。

赫菲斯提翁是亚历山大最要好的朋友，亚历山大对他的友谊始终不渝。他向赫菲斯提翁吐露了心中所有的秘密，而他对自己母亲的感情也从未减退。只有赫菲斯提翁知道奥林匹亚斯给亚历山大写信的内容。有一次，当亚历山大与赫菲斯提翁一同阅读母亲的来信之后，亚历山大将刻有印玺的戒指摘下来，印在赫菲斯提翁的嘴唇上。
(2)

 除赫菲斯提翁以外，与亚历山大关系最近者为克拉特鲁斯。在这两位朋友中，前者要算是亚历山大自己的私人朋友，而后者则可以说是马其顿国王的忠实伙伴。对赫菲斯提翁，亚历山大更多的是友爱，对克拉特鲁斯则更多的是敬重。后来赫菲斯提翁也像亚历山大一样改穿了波斯服饰，因此也经常负责东方人的事务。克拉特鲁斯始终保持着希腊服饰，因此成了国王在马其顿人之间的代言人。

尽管亚历山大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具有王者的威严，他却还是能友善待人，与他们一同分担劳苦和危险，从不让旁人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面对困难也一定会身先士卒。他对于挑战困难的渴望，使他不愿在旁人英勇作战时袖手旁观。在分配任务时，他总是将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从无例外。毫无疑问，他自信在面对困难时能比他人做得更好，也更有耐力。在对大流士展开的前无古人的追击中，他在11天内行军400英里，最终只有60人能够与亚历山大一同走到终点。在此过程中，亚历山大忍受着酷热、干渴、劳累和最多的危险，始终一马当先，激励士卒坚持到底。追及波斯人之后，他又率领手中那些精疲力竭的士兵对数千名波斯人展开攻击。所有这些行为，都使士兵们对他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崇拜之情。

不过，亚历山大天生的急躁脾气，后来也变得愈发难以控制。他天性容易冲动，再加上有一些迷信，使他终于被自己那眼花缭乱的功业和超越人类极限的成功所迷惑。虽然我们应指责他杀死克雷塔斯，处死费罗塔斯和帕尔梅尼奥，以及对贝苏斯、巴提斯的残酷行径。但如果仅以统帅的身份考量亚历山大，那么我们便不应对此太过重视。亚历山大身上有着很多人性的缺点，有些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有些则是因年轻和太过显赫的成就而造成的。不过，他总是能对自己的恶行真诚悔过。如果我们把这些也加起来看待，整个世界历史上便再难找到谁能够比亚历山大的恶行更少，谁又能够比他的善行更多。直到生命最后几年之前，亚历山大始终保持着淳朴的生活习惯。他天性不愿过分在意衣着，并曾说过：“一位王公应该在德行的高尚，而不是衣着的华丽上超过子民。”不过与汉尼拔相同，他也非常喜爱精良的甲胄、锋利的武器以及精壮的良马。亚历山大后来之所以采用了波斯服饰，绝大部分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个人的愿望，即使考虑到他总是过分的自负也还是如此。他公开宣称自己出身神祇后裔的行为也绝非不正常，因为早在马其顿还是一个小国时，奥林匹克大会就已经承认他们是赫拉克勒斯后人了。

通过研究那些与亚历山大生活年代较为接近的史书，而非现代评论家的批评，我们便能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得出更精确的结论。从古至今，总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贬损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室原本在希腊就有着无数敌人，亚历山大本人的敌人还要更多，他们或是公开批判，或是在背后说他坏话。无论是再小的事情，只要能够用来诋毁亚历山大，都会有人满怀恶意地将它记录下来，也会有大批人相信这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就好像是他的崇拜者总是会过分抬高他一样。阿里安所做的记载，大体上是引用了拉古斯之子托勒密的记录，而这要算是对亚历山大所作所为最好的见证人。阿里安还参考了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记载，此人也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军官。另外，诸如尼阿卡斯的航海报告、书记官欧迈尼斯的日记、亚历山大本人的亲笔信件以及其他一些曾参与远征行动之人的文献，也都曾为阿里安所参考使用。从某种角度而言，阿里安参考的资料大部分都来自于称赞亚历山大的人，但阿里安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从军事角度而言，能够清晰记载这位伟大统帅到底如何行动的史书，其中那些可能的夸大其词从来都不是书中的重点。也许为了彰显马其顿士兵的英勇，伤亡数字曾被缩小，敌军被杀的数字则被大幅夸张。但所有人都应一致同意，阿里安的著作是对亚历山大所作所为最合理的解说，仅仅是关于这些方面的记叙，便足以证明亚历山大具有过人的智慧、意志、美德和体能，足以位列人类顶点。

腓力一生事业的成就已然极其伟大，但亚历山大的成就却真是前无古人。作为军队统帅，其能力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就连为他著书立传的史官们也无法理解其完美的军事能力。我们很有兴趣，要将他的功业与其他统帅做一番比较。当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出发时，手中仅有少量的士兵，在四年的战斗中，他接连取得伟大胜利，从未遭遇败绩，最终使波斯大王屈服在自己脚下。从离开家乡时的负债累累，仅仅在50个月的时间里，他便获得了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在那之后，凭借着惊人的勇气、耐力、智慧和技巧，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在11年的战争中行军22000英里。以上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他32岁之前完成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再出现过仅凭弹丸之地便能征服整个世界，并在所过之地都打下了世代不灭烙印的例子。波斯曾经征服世界，威胁希腊，在爱琴海的岛屿和所有沿海希腊城市中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即使是如此强大的帝国，最终还是倒在了亚历山大的剑下。另外，亚历山大还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健康体魄，而他对于征服更多土地的渴望，也不亚于他征服他人的能力。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亚历山大没有英年早逝，罗马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罗马有着不输亚历山大的步兵，但却没有能够匹敌马其顿的骑兵，每年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绝非亚历山大的对手。虽然亚历山大在整个征服过程中也从未遭遇过像罗马共和国这样的国度，他的方阵也从未与罗马军团这样的精锐部队对敌，而这二者都要等到汉尼拔去挑战。不过从总体上来讲，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活到其西征计划付诸实施之时，当时的罗马毫无疑问将会倒在其铁蹄之下，世界历史也将因此而被改写。因为亚历山大是一位战争艺术的大师，罗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汉尼拔屡次大败罗马人之后，他们才终于明白，单纯的凶猛进攻绝无可能战胜得当战术下的凶猛进攻。

从某些角度来讲，希腊文明的拓展追随在亚历山大的脚步之后，不过这并非他一人的功劳。印度有一个赤身的部落曾经说：“亚历山大，你不过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类而已，只不过你抛弃了家乡，成了一个好管闲事的毁灭者，侵略了最广大的疆土，不仅自己忍受着艰苦行动，还要让他人也一样困苦。”亚历山大绝不可能单靠通婚和移民的方式达成民族融合，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帝国。他头脑中的希腊化波斯帝国不过只是梦想而已。亚历山大从来都不是希腊人，他只是将希腊式的天才和智慧融合到了马其顿人的粗犷天性之中。随着征服的脚步，他自己又变得愈发亚洲化。按照亚历山大自己的看法，其一生努力，就是为了征服亚洲并将其希腊化。他确实完成了前一个目标，但却无法完成后一计划，甚至也从没能在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中树立真正的永久性希腊化文明。不过即使如此，在他和他的继业者的努力下，整个波斯都受到了希腊文化影响。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城市也少有几座能够存世，因为它们不过是设防据点，而无法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头脑聪慧、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亚历山大却始终奉行着不可能实现的理论，导致他所有的直接功绩都在他死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消失殆尽。至于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又能达成何种结果，也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揣度了。

亚历山大给战争艺术带来了什么贡献？有人曾问德摩斯梯尼，演讲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什么，他答道：“积极！积极！再积极！”对于统帅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异于常人的积极头脑和体格，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一名伟大统帅。而一旦这种超越常人的积极发生动摇，统帅的功业也就达到了极限。有人曾将天才解释为超乎常人的努力，但事实上，努力工作本身便不过是常人应有的品格之一。天才所指代者，应是常人所不具备的灵感。使人成为伟大统帅的原因，正是他自己的品格。对于那些无法理解的人而言，战争准则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天书。只有对那些能够将其付诸实践的人而言，它们才能有所裨益。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统帅，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人类，即使如此，也殊少有为人能够掌握这种能力，抑或是得到成为伟大统帅的机遇，更很少有人能在战争中取得耀眼成就。

在心灵和头脑方面，所有伟大统帅都要算是互为表亲。从未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在灵魂缺乏慷慨美德，头脑没有过人智慧的情况下成为伟大的战士。作为伟大的战士，他必须独立、自主、有节制，不仅要能够无所畏惧，甚至还要达到根本无须刻意鼓起“勇气”的程度。他们的意志必须足够坚定，才能手握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和一个伟大国家的命运。他必须耐心、聪慧、毫不犹豫，对于困难情况的耐力也应该没有极限。他不仅要能够统领士兵，还要让士兵爱戴、敬仰自己，从而将他们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这又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能力，不仅要求统帅能够照料士兵，而且即使在极端条件或突发情况下，也能保持敏锐洞察力。无论在混乱纷扰的战场上，还是在安静宜人的厅堂中，他都必须保持思维的敏捷和精准，预见到所有战略、战术行动所能带来的最终结果，或是估量士兵、部队的能力。一位伟大统帅，还必须能在战场上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同时绝不失去对目标的冷静认识，也不能因数个小时或数日的辛劳便意志动摇。事实上，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类人，会像将军们那样被要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集中最大智慧去应对一些情况。会战的胜负、军队的安危都取决于他的一念之差，这就要求他必须在混乱的战场上，给出最毫不含糊的指示。只有头脑和心灵中拥有了这些能力，再加上天赐的良机，一个人才能成为伟大统帅。

在所有流传至今的史料中，亚历山大是第一位能够高度掌握这些品格的人，而他所得到的机会，也放大了这种能力。在所有人中，亚历山大第一次建立了能与今日相提并论的战争体系。看看亚历山大仅凭手中那些资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吧！他一生百战百胜，从未遭遇败绩。这并不是因为对手能力孱弱——尽管波斯人总是想要依靠数量取胜，但泰尔人、高加索部落和印度人还是曾经英勇抵抗，进行了出色的战斗。

亚历山大的行动总是建立在计算妥当、长期酝酿的计划之上。而且在这些行动中，他总能够自始至终地贯彻主要目标，而将一些细节考量放在一旁。他的智慧完全能够应付自己面对的巨大问题。他将已知的全部海岸当作征服全部已知世界的基地。亚历山大不像拿破仑那样，有着对行动地区和当地情况的充分情报。他必须边走边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行军速度总是很快，也从没有在确保侧翼和后方安全或是在作为基地的地区留下驻防兵力之前便继续前进。准备妥当之后，亚历山大就会采取最直接的行动向他的目标前进（其目标通常是对方军队）。他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诡计或者谋略；他总是保持军队的集中，即使必须分兵行动，也一定会事先确定情况允许，之后很快又会重新集结。亚历山大在行动迅猛方面无人能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在面对一切敌人时都能占据上风。无论是冬季的严寒还是夏季的酷热，又或是高山峻岭、荒芜的沙漠、宽阔的河流，甚至是最精心建造的防线，都不能阻挡其前进，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能给予部队充分的给养。亚历山大是一位出色的后勤学家，他与拿破仑一样依靠作战的地区来供养部队，同时又在最方便的地点小心保存备用给养。在利用家乡援军或从当地征兵补充缺额方面，亚历山大也有着杰出的能力，总是能将新兵训练成出色的士兵。在出发时，他手中仅有35000人，在进行印度战役时军队人数却已经增加到了至少135000人，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他在征召、训练部队方面的能力。

确实，我们无法像教科书中的战例那样，追究亚历山大战争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但从历史的记载之中，我们却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细节。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在小规模行动上的技巧也不亚于在大规模行动方面的能力，至少其战果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优秀统帅并不取决于这些细枝末节，也很少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军队中的所有阶级。细节的作用举足轻重，任何大型作战想要成功，就必须在细节方面进行一丝不苟的准备。但与此同时，使那些伟大统帅从将军行列中脱颖而出的却并不只是如此。而是取决于如何解决面前问题的宏大观念，和将其付诸行动时的智慧和果断。在这一方面，亚历山大的行动方式与拿破仑完全不同，可以说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并不相仿。

人们倾向于认为战争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一点却有必要加以怀疑。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人类在使用毁灭性武器使战争变得愈发恐怖这一方面进展显著。但仅仅是战争机器的进步，就能理解为战争艺术原则也在以同样速度发展么？由于先进武器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即使最聪明的士兵也无法确定下一场战争将如何进行。而如果战争艺术确实在进步，那么它便应该变得更加积极，更加确定才是。如今，我们却对于哪怕最小的一些问题，也感到举棋不定。我们不知道对步兵而言，到底是密集队形还是疏散队形更好，或者今后是否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火药导致步兵采取其他阵型；我们也不知道骑兵是会被精确武器所击败，还是在未来战争中依然像过去那样有效；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会出现比现有火药威力更大的爆炸物；不知道铁锹
(3)

 所扮演的作用，是会减少还是会增加。除此以外，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各种发明而随之出现，并令将军们感到无所适从。而在海军方面，这种疑惑还要更为强烈。昂贵的铁甲舰适航性很差，无法远航；重型舰炮只要几次试射就会损坏；鱼雷也从未经过战争检验。下一次海战又会如何发展？
(4)

 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对于武器的使用要比今天确定得多。有必要说明的是，亚历山大的战术和拿破仑的战术同样完美，只是不适合今日的战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战争艺术反而还不如先前那样准确或令人满意。甚至就连一些拿破仑教给我们的最明了的战略原则，都因现代科技和现代军队的规模而不再适用。

亚历山大的会战，在计划和执行两方面都是出色的战术范例。阿贝拉会战中的楔形攻击，要比麦克唐纳在瓦格拉姆会战中的纵队攻击更加出色。这便是天才的闪光之处。在渡河作战方面，更是没有任何例子能够比海达斯佩河会战更加卓越。尽管亚历山大已经是一位智慧出众之人，他的执行力却还要比计划能力更胜一筹。亚历山大在开战伊始便迅速占据先机的能力，可能比作战计划对胜利的贡献更大。无论这些计划是何等出色，一旦发动起来，亚历山大都能用执行力让它们更上一层楼。有时他的意志会压过他的智慧，但他却又总是能够因此而获胜。正是凭着这种积极，他才能征服手下少数人马很难击败的对手。

在骑兵的使用方面，亚历山大是首屈一指的。从未曾有人能像他一样，如此精确、迅猛、有效地运用骑兵。他进行的骑兵冲锋时机总是恰到好处，因此百战不殆。从未有人能像他一样，用神祇般的勇敢领导骑兵进攻，坚决战斗到底。

亚历山大总是能够看穿对方的实力和弱点所在，并从中获得优势。他能够完全发挥胜利所带来的果实，并用他人从未曾企及的勇猛进行追击。亚历山大在围攻战中的能力，也和会战中一样出色。他唯一不曾面对的情况，便是挽救败局。
(5)

 亚历山大拥有军人所能拥有的全部美德。拿破仑曾经不无夸张地形容亚历山大的灵魂在远征启程时像特洛伊勇士一样纯洁，远征结束时却变得像尼禄一样暴虐，而且染上了埃拉加巴卢斯（Heliogabalus）一样的淫靡习性。事实上，拿破仑的这一评价不只是对亚历山大性格的歪曲，甚至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不过对亚历山大的军事能力，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却能公正地评价说：“与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儿不同，这位腓力之子所进行的战役总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考量之上的。而他又能以过人的勇气加以执行，并以惊人的睿智进行指导。”

作为统帅，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功业要远比任何人都更伟大。在他之前，从未有同样伟大之人能够作为他的榜样。他不仅是第一个教导人类如何合理进行战争的将军，而且也是这些人中最出色的。他规划了战争艺术最早的准则，并为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杜伦尼、欧根亲王、马尔伯勒、腓特烈和拿破仑等人所效法改进。可以确定，汉尼拔正是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他的战争艺术，而如果我们剥夺了拿破仑关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的知识，他也将不再是拿破仑了。亚历山大当时所处的情况，并不要求他像现代战争那样精密周全。但他对战争艺术的掌握，可能从不曾有人企及，因为拿破仑就曾说：“猜测敌军意图、揣度他对你的看法、隐藏自己的意图和目标、用佯动迷惑对方、用诡计欺骗对方、详细制定计划、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敌军作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始终是战争艺术的核心。”



————————————————————


(1)
 也有说法认为是亚历山大和克拉特鲁斯一起猎杀了这只狮子。


(2)
 意思是要让赫菲斯提翁守口如瓶，不能把信件内容告知他人。


(3)
 代表防御工事。


(4)
 道奇所说的这些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算是集中爆发了出来。在那场大战之中，将领们头脑中还回忆着拿破仑时代的思想，根本不知道如何运用手中的军队和工具，在不断的尝试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而所有这些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是得到了解决，使战争艺术的发展走出了死胡同，进入了下一个时代。


(5)
 因为亚历山大从来没有输掉过任何一次会战。



第四十九章　继业者战争、欧迈尼斯、安提柯、菲洛皮门

亚历山大的部将以拥戴其后裔的名义分割了帝国。在野心和嫉妒的驱使下，庞大的帝国四分五裂。马其顿、埃及和叙利亚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王国，东方一些残存的希腊化地区，也还在继续证实着亚历山大的宏大计划。军队的纪律很快便出现下滑，佣兵变得越来越多，抛石机、巨弩、战车、战象都出现在野战序列之中，使军队变得越来越亚洲化。可尽管如此，亚历山大的直接继业者们却很明显地继承了这位国王的高超战术，甚至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有所进步。但到了伊普苏斯会战
(1)

 之后，战争艺术也开始衰落了。只有少数杰出战例，如第三次曼丁尼亚会战（The Third Battle of Mantinaea）以及安提柯和欧迈尼斯在继业者战争中的机动，仍在向世人昭示着战争艺术曾达到何种高度。希腊和马其顿不再是曾经的辉煌国度，他们的人民也已经失去了爱国荣誉。

亚历山大在亚洲所进行的战役，也腐化了腓力建立起来的马其顿军队那令人敬佩的纪律信条。在与富有、奢华以及缺乏道德准则的东方人接触之后，其原有的道德观念便从根本上受到了腐化。只有在亚历山大本人的强大影响力之下，这支军队才没有因腐化而崩溃或分裂。也正是他的能力，才让这支军队立下了不朽功业。从德兰吉亚纳和巴克特里亚发生的几次阴谋、拒绝跨过希发西斯河以及俄庇斯的兵变等事件中，都可以看出马其顿士兵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些淳朴的战士了。亚历山大死后，再也无人有能力阻止这种毁灭性腐化的快速蔓延。他的部将，也就是所谓“继业者”（Diadochi）——佩狄卡斯、安提帕特、克拉特鲁斯、托勒密、安提柯、欧迈尼斯、卡桑德、列昂纳托、利西马科斯、塞琉古瓜分了帝国，声称自己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和罗克珊娜为亚历山大生下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的摄政和副将，此二人也被都被军队选为国王。出于征服整个帝国的野心以及继业者之间的互相嫉妒，很快便引发了长期的血腥战争，亚历山大的全部家眷也都在此过程中遭到谋杀。直到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会战之后，这些长期的战争才告结束。

从这些混乱之中，也诞生了几个稳定的王国，其中部分东方国家的希腊化程度印证了亚历山大功业的影响力。这些王国包括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及其后人所控制的埃及、塞琉古及其后人的叙利亚、阿塔里达（Attalidae）的帕伽玛（Pergamon）、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厄斯的马其顿、卑斯尼亚（Bithynia）、本都、加拉西亚（Gallacia）、巴克特里亚、罗德岛以及大大小小的希腊殖民地。在这些国家里，希腊语仍然是上流社会和公务人员所说的语言。纪念碑的题词、史料都由希腊语书写，钱币上仍然铸有希腊的传奇人物，接受过教育的阶级都以说希腊语、行希腊礼节为荣。在其中一些国家中，希腊式的艺术和文学也都有着相当高度的发展。只不过，在种种辉煌之中，却也夹杂着希腊人道德的腐化，自从这些王国建立之日起，便已经显示出一种不切实际、无法长久留存的迹象。

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之间很快便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巨大的人力，从而使继业者们不择手段地征召部队。他们像泼洒清水一样，花费大笔金钱建立军队，而且重新又开始使用贿赂的手段，引诱对方士兵投效自己。作为结果，士兵们开始发觉自己所具有的金钱价值，逐步成为佣兵。纪律逐渐成了过去式，部队的精神中充满了那些使组织松弛的卑劣品格。正是这种纪律的丧失，最终导致希腊和马其顿成了罗马军团的猎物。

作为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主力部队，伙伴骑兵和一些由全国最优秀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逐渐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而非保障。这些部队就好像是罗马禁卫军的原型一样，无论是谁，只要能够用金钱买得他们的支持，就能控制整个政府。战争对大量士兵的需求使职业士兵成了唯一值得终身追求的职业，而整个希腊也随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征兵营。黄金不仅可以买到任意规模的军队，也能将对方的部队引诱过来成为己方盟友。将军们很少关注军队的组建方式，这也使各国军队变得鱼龙混杂，各种民族的士兵都占有一席之地。面对这些缺乏纪律的士兵，抛石机、战车、战象终于得以找到用武之地。要知道，亚历山大是十分藐视这些武器而从不在会战中使用它们的。

本书前文中已经对希腊城邦的佣兵系统进行过描述。现在这些继业者王国，正是将这种系统扩大开来，最终导致了其必然后果。原先因爱国精神而诞生的无畏力量，终于从希腊人身上彻底消失了，整个希腊世界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能力上都变得十分脆弱。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百年之间，仅有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亚该亚联盟、埃托利亚联盟以及克莱奥梅尼领导下的斯巴达曾经例外地建立起强大军队，但他们也仅能短暂缓解希腊世界已经糟糕透顶的情况而已。

亚历山大关于东方的宏伟计划业已触礁，仅有一些希腊化国家仍坚持着这位国王的政策。而不久之后，当地原有的习俗便开始打破外来的文化，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所有国家中，二者的冲突都浮出了水面。在亚历山大部将的后人中，除少数例外，所有人都愧对先祖，他们最终也沦落到与东方暴君相同的水准。在人口水平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追随着君主的能力逐步下滑，对外国佣兵的依赖使步兵不再勇敢自信。普通士兵退化成了欺软怕硬之辈。在和平时，他们是市井恶霸，在战争中却不过是一群懦夫。

由于面积太过广大，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亚历山大的伟大帝国便缩小到了仅有原先一小部分的程度。帕提亚人在阿萨奇德（Arsacidae）率领下征服了幼发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间的全部疆域，成为希腊文明进一步渗入东方的屏障。而在印度和帝国南部省份，王公和总督们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便抛弃了对帝国的效忠。最终在所有希腊化王国中，只有紧邻地中海的一部分仍被控制在马其顿人手中。

可尽管军队正在逐步失去其内在力量源泉，亚历山大所留下的战争艺术本身却并没有立刻消失，而一直幸存到了他所有的直系继业者殒命之后。亚历山大的这些部将在国王手下经受了太多实战考验，没有忘记作战的技巧。在公元前4世纪结束或这些继业者死亡之前，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些人仍在严格遵循着伟大故主遗留的战争原则。方阵规模愈发庞大，由8000名重步兵组成的双倍方阵和16000名重步兵组成的四倍方阵（再加上骑兵和轻步兵，总人数分别为15000人和30000人）变得十分常见。战列的指挥、行军、战术阵型以及其余一些方面仍与亚历山大时代保持着相同的基调，而亚历山大十分乐于使用的斜形序列（海达斯佩河会战是其最佳代表）也并不罕见。将军们知道如何让方阵适应各种地形，从而根据当地条件施展方阵的威力，掩护其弱点。直到伊普苏斯会战之时，在各方进行的大小会战中，从不缺少有能力的将领。设立岗哨、进行侦察，以及对轻骑兵和轻步兵的使用方面，甚至可以说还出现了进步。在当时，军队衰落的最显著表现即是对远程抛射武器的倚重。在亚历山大手中，这些武器只会在渡河或攻击隘路时才投入使用，这也是它们正确的使用方法。而在继业者们手中，这些在野战中作用不大的武器却和战象、战车一起被投入到了会战之中。

在战略机动层面上，这些将军们也奉行着他们所学到的原则。他们会对自己的侧翼和背后加以保护，他们会直接向自己的目标开进，而且也会将会战视作一场战役的终点。直到伊普苏斯会战，只要能在让自己有信心的将领手下效力，希腊人和马其顿人通常都能英勇战斗。不过，这些士兵在行军时却会给所到之地带来一片废墟，这原先只是东方军队才有的习惯。总体而言，亚历山大的部将和继业者们都能算得上是这位伟大统帅的得意门生，只不过他们对亚历山大创造的伟大帝国及其后人没有任何忠诚之心。

在战争艺术的所有门类里，建设工事和围攻是发展最大的。因为从技术上来讲，建造攻城武器和造船的技术都获得了显著进步。在希腊工程师埃皮马科斯的帮助下，号称“围攻者”的德米特里厄斯对罗德岛进行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围攻战。这次围攻中所出现的巨大工事和工程机械在尺寸上要远比先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庞大。在此之中，以埃皮马科斯为德米特里厄斯建造的、名为“破城者”（Helepolis）的巨大攻城塔最为著名。这座巨塔宽50腕尺（75英尺）、高达100腕尺（150英尺），面向敌军的三面均敷有铁片作为保护。整个攻城塔分为九层，互相之间由梯子连接，下部则安装有巨大的轮子。这座攻城塔的观察窗上设有可拆卸遮盖物，其内部的攻城武器随时可以射击。另外，其顶部专门设有供弓箭手和抛石机进行射击的平台。想要移动这座巨大的攻城塔，总计需要3400人
(2)

 从侧面和后面推动攻城塔。守城一方所表现出来的技巧，也毫不亚于德米特里厄斯的攻城能力。由于层出不穷的防御战术，以及英勇能干的不懈抵抗，德米特里厄斯最终选择与对方议和。

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会战之后，会战战术开始变得愈发亚洲化，亚历山大的经验也逐渐为人遗忘。从此时起，除少数例外以外，战争艺术在希腊世界开始迅速且不可逆转地衰败了。直到接受过希腊式教育的汉尼拔通过研究亚历山大的战史，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这些战争艺术为己所用，才使战争艺术免于为世人彻底遗忘，并教会了罗马人如何进行战争。而汉尼拔所运用的这些战略和战术，与亚历山大所用者并无太多不同。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战争艺术从希腊的领土上逐渐消失，又在那位伟大的迦太基统帅手中重新出现在意大利。

安提柯和欧迈尼斯在亚洲进行的一系列机动，可以算是继业者战争中战争艺术水准的一个例证。公元前318年末，当时两方都因天气原因必须寻找合适的冬营地点，而二者的营地相距也并不远，中间仅有一条山地河流和一些小溪间隔。其具体位置则已经不可考了。由于整个地区都已经被蹂躏一空，双方都饱受食物、饲料缺乏之苦。通过手下那些始终保持活跃的间谍，欧迈尼斯确认安提柯将在夜间拔营前往苏萨和埃克巴塔纳之间的坎巴塞尼斯（Cambasene，亦称柯比亚尼）。不仅那里尚未被战争摧毁一切资源，而且那片富庶土地的水道、山脊和隘路都使得当地十分容易据守，士兵们也可以在那里分散开来过冬。欧迈尼斯自己也打算前往坎巴塞尼斯过冬，为抢在安提柯之前，他使用了下述策略。

他让一部分士兵伪装成逃兵，投奔安提柯的营地告知对方，欧迈尼斯已经做好准备在他拔营时对他发动攻击。与此同时，欧迈尼斯则在夜幕掩护之下，绕道一条隐蔽的道路，将行李纵列派往坎巴塞尼斯。不久之后，在让士兵做好长途行军的粮秣准备之后，他自己也率军跟随在后。为迷惑安提柯，欧迈尼斯在敌军对面设置了一条哨戒线。安提柯完全受到了欺骗，直到轻装部队向他报告对方已经拔营为止，他一直在营地附近以战斗序列等待对方进攻。

[image: ]
坎巴塞尼斯示意图



欧迈尼斯赢得了6个小时的行军时间。安提柯率领着全部骑兵迅速进行追击，在清晨时追上了正在从隘路中走出的欧迈尼斯后卫部队。安提柯虽然无法单凭骑兵发动正式攻击，但还是将他们沿着山脚部署，通过非常有效的行动使欧迈尼斯相信对方全军都已经抵达，被迫停下脚步组成战斗序列。安提柯成功掩盖住了自己的弱势，为步兵到来争取了时间。这样一来，双方便又以全部力量对敌，互相都希望能用一场会战来赢得通往坎巴塞尼斯的道路。在持续一整天的会战中，双方不分胜负，各自的左翼都被击败，而右翼也都取得了胜利。直到夜幕降临，会战才告结束。安提柯虽然控制住了战场，但损失要比欧迈尼斯更大。惨重的损失动摇了安提柯，使他不敢再与对方争夺前往坎巴塞尼斯的道路，只好撤退到米底过冬。欧迈尼斯占据了坎巴塞尼斯，终于得以在那里宿营。

欧迈尼斯命令部队不要分散得太远，但士兵们却对命令不加在意，分散到了很远的村落之中，将领也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导致军队失去了在遭到进攻时迅速集中的能力。安提柯从间谍耳中听到了这一情况，决定出敌不意，将敌军各个击破。从他的宿营地，有两条路可以前往坎巴塞尼斯。一条道路较远，但当地人口众多，资源足以供养军队行军。另一条道路路程较近，但途经的山岭地带人口稀少，水源贫乏，很难供养军队。安提柯选择了后者，因为相比行军的困难，他更不想被敌军发现，而且这条山路的出口也正好指向欧迈尼斯宿营地中央。他给士兵们分发了十天的口粮，为马匹也准备了相应的饲料，并用兽皮携带饮水。与此同时，安提柯还散布谣言，说自己即将前往亚美尼亚。事实上，由于安提柯的军队已经受到了削弱，同时而欧迈尼斯的军队实力却在增长，因此前者确实很有理由避开敌军，而亚美尼亚则正是一个征召新兵的好去处。

为进一步增强谣言的可信度，安提柯出发时首先沿通往亚美尼亚的道路前进，但很快便转过头来，穿过山路前往欧迈尼斯的冬营。此时天气寒冷，安提柯只在夜间行军，而且也只允许在白昼时点燃营火。可是由于天气十分严酷，士兵们不顾命令，开始在冬季长夜中引火取暖。欧迈尼斯并没有粗心大意，始终保持着警惕。由于意识到手下部队过于分散所带来的危险，欧迈尼斯派出了大量巡逻队和间谍。正是这些侦察兵报告说在北方山区中看到了大量营火，使他对于安提柯的到来有了充足预警。

欧迈尼斯的副将们都建议他迅速撤退到坎巴塞尼斯其他地区。但欧迈尼斯却向他们保证，他完全能够阻挡安提柯足够的时间（三至四天），让部队可以集中起来。他迅速将距离最近的部队集中起来，沿着安提柯所走的那条山路部署妥当。同时他又命令其余部队，当他们从各个方向到来之后，便依照一定间隔占据两侧山脚的突出部。所有这些部队都收到命令，点起了大量营火，就好像是有大量部队集结在营地中一样。另外，欧迈尼斯还专门让士兵们把第一班岗（夜间6时至9时）的营火烧得最旺，因为士兵们通常都会在这个时候用油脂涂抹身体，烹煮晚饭，另外，他还要求第二班岗的营火要黯淡一些，到午夜后则将营火熄灭。通过这种方式，欧迈尼斯佯装出了一支大军已经集结起来的假象。

安提柯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些营火的报告，认定欧迈尼斯已经完成了集中。除非能够奇袭对方，否则安提柯并不愿意面对欧迈尼斯更加强大的军队，因此他放弃了计划，开始朝能够让手下军队休养生息并拥有足够掩蔽所和食物的地方前进，准备过后再寻机与敌军作战。欧迈尼斯借此赢得了充足时间进行集中，并在一块适宜防守的地点建立了设防营地。连续两次，他都能够凭借着狡猾的策略骗过安提柯，为自己赢得优势。

公元前206年，菲洛皮门（Philopoemen）在第三次曼丁尼亚会战中所获得的胜利，不仅是希腊战争舞台的最后谢幕，也同样是它历史上最杰出的胜利之一。身为亚该亚联盟的将领，菲洛皮门被称为“最后的希腊人”。他是一位聪明而且勤奋的军人。李维曾评价他说：“在指导行军、选择阵地等方面，菲洛皮门拥有令人敬仰的能力和经验。他不仅会在战时考察各地地形，在和平时代也同样如此。无论何时，无论他要前往何处，只要在旅程中途经一条险要的隘路，他就会对那里进行仔细的考察。在独自旅行时，他会自己苦思冥想。若有他人同行，他则会向旅伴发问说，‘若果敌人在这里出现，他会选择如何行动？如果他从正面进攻，如果他从侧面进攻，如果他从背后进攻，我们该如何对敌？如果遭遇敌军时，敌人已经组成战列，我们该如何行动？如果敌军仍以只适合行军的疏散队形出现，我们又该如何行动？’在那之后，无论是自己思考，还是询问他人，菲洛皮门又会进一步检讨，‘自己该选择何种地形？派出多少士兵或什么兵种？将行李辎重安排在何处？将给养安置在哪里？没有武装的随营人员又该部署在哪里？要为这些物资人员配属多少保护部队？到底应继续前进，还是沿原路撤退？可以在哪里建立营地？自己的战线可以覆盖多大宽度？从哪里可以获得水源？从哪里可以获得足够的草料和木材？第二天拔营启程时，最安全的道路又在哪里？部队又该以何种序列行军？’自从年轻时代起，菲洛皮门便经常进行这种研究探讨，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思维，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

菲洛皮门花费了七年时间来改善军队的状况，使其纪律素养远高于当时普通希腊军队的低落水平。当斯巴达的暴君马卡尼达斯（Machanidas）向亚该亚同盟宣战时，菲洛皮门便率军前往曼丁尼亚占据了阵地。马卡尼达斯则将军队集中在了曼丁尼亚以南的忒革亚。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正是从这里出发，打赢了著名的第二次曼丁尼亚会战。

准备完毕之后，马卡尼达斯便将军队分为三个纵队，其手下还拥有大量远程抛射武器。菲洛皮门率军出城，准备在一块早已仔细侦察过的土地上迎战。曼丁尼亚以南的平原左右两侧都有山峦包围。菲洛皮门在一条横跨整个山谷的小溪背后排成了战斗序列，这条小溪只在冬季拥有水流，夏季则是干涸的，而且其地势相对平缓，从远处无法发现。菲洛皮门计划将这条小溪当作野战工事使用，很像是南北战争中美国人对横跨马萨诸塞州铁路的使用。他将轻步兵布置在左翼，倚靠在山丘之上，骑兵、骑马轻盾兵、同盟部队以及佣兵都被部署在他们前方。方阵一如既往位于战线中央，但菲洛皮门独创性地以团为单位，将方阵分为两排列成棋盘格阵型。
(3)

 重骑兵被安排在全军右翼，菲洛皮门计划将他们当作预备队使用。一切部署妥当之后，菲洛皮门又对士兵们进行了慷慨的训话说：“今天的战斗将决定你们会继续自由下去，还是沦为奴隶！”

不久之后，马卡尼达斯的三个纵队便出现了，其中中央纵队以倾斜的方向指向菲洛皮门的右翼。这就使后者相信马卡尼达斯将要采取加强左翼的斜形序列发动进攻。菲洛皮门仔细观察着对方的行动，但并没有改变阵型。有趣的是，马卡尼达斯又将纵队向右转过来，排成了平行序列。菲洛皮门随即转而认为斯巴达人将会利用方阵从正面发动进攻。可斯巴达人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方阵让开空间，将抛石机和巨弩推进到了方阵前方。接下来发生的事即为当时战争艺术发展方向的一个例证——抛射武器的射击成为会战序幕。为应对敌军的远程火力，菲洛皮门用轻骑兵和轻步兵在方阵前方组成了一条散兵线，以便用弓箭和投石手的火力来杀伤操作抛射武器的敌军人员。在这些轻装部队的积极努力下，斯巴达人的抛射武器很快便哑火了。

马卡尼达斯看到菲洛皮门将轻步兵完全部署在了左翼，而将重步兵留在右翼当作预备队，便命令己方右翼骑兵背后的轻步兵从方阵后方转移到左翼来支持这一侧的骑兵。菲洛皮门看到对方的右翼兵力减弱之后，命令骑马轻盾兵在同盟军和佣兵支援下，从一处早已准备好的斜坡处跨过小溪去攻击对面马卡尼达斯的雇佣骑兵。双方其余部队都保持不动。菲洛皮门的这些骑兵被对方较为重型的骑兵击败，失去秩序向后撤退，同盟军也在混乱中跟着后退。马卡尼达斯亲自率领着这一翼的骑兵凶猛追击，菲洛皮门的左翼部队一直后退到了曼丁尼亚城下，马卡尼达斯也紧随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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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曼丁尼亚会战示意图



菲洛皮门的部队最初因左翼失败而发生了动摇，但当他发现马卡尼达斯犯下了重大错误——身为指挥官却离开了主要战场时，他本人的信心重新感染了部队。菲洛皮门命令第一线的方阵步兵向左翼移动，占据原先属于骑马轻盾兵、同盟军和佣兵的阵地，之后他又将第二线的方阵步兵推进到原先第一线的位置上。在所有这些调整全都精确完成之后，菲洛皮门便切断了马卡尼达斯的退路，同时还将战线延伸出去，超过了斯巴达人的右翼。那些尚未被彻底击溃的骑马轻盾兵、同盟军以及佣兵也被菲洛皮门集合起来部署在左翼后方的山坡上。

在斯巴达方阵开始前进越过小溪时，菲洛皮门便准备向敌军展开攻击。他决心等待对方首先前进。等到对方进抵小溪河床底部，开始攀登自己一侧的崎岖河岸时，菲洛皮门对他们发动了反冲锋，将他们逐退，并凭借居高临下的攻击击溃了对方。

在那之后，菲洛皮门带领着一部分人马跨过小溪进行追击，留下大部分部队做好准备，等待马卡尼达斯掉头回转时进行迎击。后者此时正希望重新与步兵会合，他惊讶于自己的成功没能起到太多作用，因此将骑兵集中成了一个密集纵队，希望能够在对方战线上冲破一个缺口。可就在关键时刻，发觉自己已经被孤立的雇佣骑兵抛弃了马卡尼达斯，四散而逃谋求自保。只剩下单人独骑的马卡尼达斯试图从小溪逃跑，但却被菲洛皮门杀死。后者通过冷静的战术头脑，在会战最激烈的时刻调整战术，从而赢得了一场全胜。

这场会战不仅可以看作那个时代会战战术的代表，而且也足以证明一位能干的将领完全能够利用因地形造成的意外情况为自己带来优势，同时清晰冷静的战术和指挥官本人的意志也足以在最初的失利后保证军队不会溃败。

可是，尽管希腊仍有少量能干的将领，军队却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了。希腊现在已经不再是希波战争时的那个伟大国度，引领希腊走向光辉的爱国精神已经消失殆尽，对公共利益的追寻以及淳朴的美德也一去不复返。伟大的爱国精神，现在只有到台伯河（Tiber）上的那座城市
(4)

 中才能找到，它的军团也注定将会像亚历山大的方阵一样，踏遍全世界每一寸土地。

与希腊一同衰落的还有马其顿。在腓力二世率领着40000人的军队被奉为希腊统帅140年后，另一位腓力
(5)

 在西诺塞法拉会战（Battle of Cynocephalae）中遭受失败，被迫向敌军缴纳了1000台仑贡金，军队规模也被限制为陆军5000人、海军5条战舰，并被禁止在王国原有疆界以外发动战争。曾几何时，由腓力二世训练出来，并由亚历山大带领着进行一系列了空前绝后战役、将疆土扩张到希腊人眼中世界尽头以外的马其顿士兵们就此消失，马其顿作为一个曾经高傲的国度也彻底衰败。一代人之后，马其顿彻底被罗马人肢解了。



————————————————————


(1)
 公元前301年。


(2)
 可能包含了换班的人员，或是总计曾有3400人曾担负过这一任务。


(3)
 这一点很可能是菲洛皮门研究了罗马军团的三线棋盘格阵型之后借鉴而来的。


(4)
 即罗马。


(5)
 腓力五世。



附录一　部分古典时代行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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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部分古典时代会战伤亡记录

本附录列出了所有著名会战的人员损失数字。其中受伤者数字大多以古典时代惯用的十倍于阵亡者的比例估算而来，但实际上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十二倍于阵亡者似乎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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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在这里以南北战争的伤亡数字来对比，显示古代战争中的伤亡比例并不比近代小太多，证明古代史料中的伤亡数字并非不可信。





附录三　亚历山大的行军记录

以下部分行军距离数字取自切斯尼上校著作，部分取自海因里希·基佩特（Heinrich Kiepert）所绘制的地图。由于很多古代道路和地名的位置并不明确，本附录并不苛求绝对准确。



	
希腊

	



	佩拉至科林斯
	240英里



	科林斯至佩拉
	240英里



	佩拉至多瑙河
	350英里



	普斯至佩利乌姆
	300英里



	佩利乌姆至底比斯
	300英里



	底比斯至佩拉
	180英里



	佩拉至赫勒斯滂海峡
	300英里



	
小计

	
1910英里




	
	



	
小亚细亚

	



	赫勒斯滂海峡至格拉尼卡斯河
	50英里



	格拉尼卡斯河至萨迪斯
	180英里



	萨迪斯往返士麦那
	100英里



	萨迪斯至以弗所
	50英里



	以弗所至米利都
	60英里



	米利都至哈利卡纳苏斯
	60英里



	哈利卡纳苏斯至特尔梅苏斯
	160英里



	特尔梅苏斯至法瑟里斯
	160英里



	法瑟里斯至锡德
	85英里



	锡德至特尔梅苏斯
	85英里



	特尔梅苏斯至萨迦拉苏斯
	70英里



	萨迦拉苏斯至切兰纳
	60英里



	切兰纳至戈尔迪乌姆
	170英里



	戈尔迪乌姆至安卡拉
	80英里



	安卡拉至塔尔苏斯
	320英里



	塔尔苏斯往返西里西亚碎地
	160英里



	塔尔苏斯至迈利昂得鲁斯
	100英里



	迈利昂得鲁斯至伊苏斯
	25英里



	
小计

	
1955英里




	
	



	
腓尼基

	



	伊苏斯至泰尔
	300英里



	西顿及黎巴嫩山战役
	100英里



	泰尔至耶路撒冷
	120英里



	耶路撒冷至加沙
	60英里



	加沙至佩卢西乌姆
	140英里



	
小计

	
720英里




	
	



	
埃及

	



	佩卢西乌姆至孟菲斯
	120英里



	孟菲斯至亚历山大城
	150英里



	马雷奥蒂斯湖周边
	120英里



	亚历山大城至帕拉托尼乌姆
	140英里



	帕拉托尼乌姆至阿蒙神庙
	170英里



	阿蒙神庙至孟菲斯
	340英里



	
小计

	
1040英里




	
	



	
从埃及到波斯波利斯

	



	孟菲斯至加沙
	260英里



	加沙至泰尔
	135英里



	泰尔至塔普沙卡斯
	380英里



	塔普沙卡斯至贝扎布德
	290英里



	贝扎布德至阿贝拉
	125英里



	阿贝拉至俄庇斯
	180英里



	俄庇斯至巴比伦
	90英里



	巴比伦至苏萨
	230英里



	苏萨至乌克西亚城
	130英里



	乌克西亚城至凯·埃·色菲
	190英里



	凯·埃·色菲至波斯波利斯
	85英里



	
小计

	
2095英里




	
	



	
米底和里海沿岸

	



	波斯波利斯至埃克巴塔纳
	480英里



	埃克巴塔纳至里海门
	285英里



	里海门至赫卡东比鲁
	215英里



	赫卡东比鲁至扎德拉卡塔
	115英里



	马底亚战役
	600英里



	
小计

	
1695英里




	
	



	
从里海到高加索

	



	扎德拉卡塔至苏西亚
	550英里



	苏西亚至阿塔柯亚纳
	130英里



	阿塔柯亚纳至普洛法西亚
	200英里



	普洛法西亚至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
	450英里



	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至尼西亚
	200英里



	尼西亚至高加索亚历山大城
	35英里



	
小计

	
1565英里




	
	



	
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

	



	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至德拉普萨卡
	110英里



	德拉普萨卡至扎瑞亚斯帕
	220英里



	扎瑞亚斯帕至那乌塔卡
	205英里



	那乌塔卡至马拉堪达
	120英里



	马拉堪达至查可萨提河
	170英里



	西徐亚及七城战役
	100英里



	查可萨提河至马拉堪达
	170英里



	波利提米图斯河战役
	150英里



	马拉堪达至扎瑞亚斯帕
	325英里



	五支纵队战役
	450英里



	索格迪亚纳的最后战役
	200英里



	克塞尼帕战役
	150英里



	往返希西米特里斯之岩
	250英里



	至索格迪亚之岩和科瑞尼斯之岩
	700英里



	至扎瑞亚斯帕
	200英里



	至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
	330英里



	
小计

	
3900英里




	
	



	
科芬河谷

	



	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至尼西亚
	35英里



	尼西亚至欧拉
	400英里



	欧拉至阿斯提斯的要塞
	100英里



	阿斯提斯的要塞至阿尔诺斯
	75英里



	阿尔诺斯至戴塔
	180英里



	戴塔至印度河
	40英里



	印度河至架桥渡河点
	175英里



	
小计

	
1005英里




	
	



	
五河之地

	



	印度河至塔克西拉
	50英里



	塔克西拉至海达斯佩河
	100英里



	海达斯佩河会战
	30英里



	海达斯佩河至格劳西亚
	170英里



	格劳西亚至阿塞西尼斯河渡口
	70英里



	阿塞西尼斯河至海德劳提斯河以远地区
	60英里



	至品普拉马和桑加拉
	100英里



	至索培西斯王及费格乌斯王的领土
	250英里



	至希发西斯河
	60英里



	至尼西亚
	180英里



	
小计

	
1070英里




	
	



	
沿印度河的行动

	



	尼西亚至印度河及阿塞西尼斯河交汇处
	250英里



	马里战役
	210英里



	印度河下游的战役和探索
	800英里



	
小计

	
1260英里




	
	



	
返回苏萨

	



	印度河至阿拉比乌斯
	85英里



	阿拉比乌斯至保拉
	450英里



	保拉至帕萨加迪
	400英里



	帕萨加迪至苏萨
	420英里



	
小计

	
1355英里




	
	



	
最后几次行军

	



	苏萨至海岸
	220英里



	海岸至俄庇斯
	450英里



	俄庇斯至埃克巴塔纳
	330英里



	科萨亚战役（四十天后返回苏萨）
	400英里



	苏萨至巴比伦
	230英里



	巴比伦至海岸
	350英里



	返回巴比伦
	350英里



	
小计

	
2330英里




	
	



	
总计

	
21900英里







附录四　亚历山大家族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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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公元前558年至公元前529年
	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



	公元前554年
	姆伯拉会战



	公元前521年至公元前485年
	大流士一世时代



	公元前490年
	马拉松会战，米太亚德时代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27年
	普拉蒂亚围攻战



	公元前425年
	奥尔匹会战



	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22年
	布拉西达斯时代



	公元前422年
	安菲波利斯会战



	公元前401年
	库那克萨会战



	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400年
	万人大撤退，色诺芬时代



	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94年
	斯巴达—波斯战争，阿格西劳斯时代



	公元前371年
	留克特拉会战，伊巴密浓达时代



	公元前362年
	曼丁尼亚会战



	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6年
	腓力二世时代



	公元前356年7月
	亚历山大出生



	公元前338年8月
	喀罗尼亚会战



	公元前336年
	亚历山大继位



	公元前336年
	第一次希腊战役



	公元前335年4月至8月
	多瑙河及佩利乌姆战役



	公元前335年9月
	底比斯战役



	公元前335年10月
	返回佩拉



	公元前334年春季
	出征亚洲



	公元前334年5月
	格拉尼卡斯会战



	公元前334年5月至11月
	萨迪斯、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



	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33年冬季
	皮西迪亚战役



	至公元前333年3月
	戈尔迪乌姆休整



	公元前333年夏季
	前往西里西亚门



	公元前333年夏末
	塔尔苏斯



	公元前333年秋季
	前往阿马努斯山



	公元前333年11月
	伊苏斯会战



	公元前333年至公元前332年隆冬
	泰尔围攻战开始



	公元前332年春季
	黎巴嫩山战役



	公元前332年8月
	攻克泰尔



	公元前332年10月
	攻克加沙



	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前331年冬季
	埃及战役



	公元前331年春季
	返回泰尔



	公元前331年初夏
	前往幼发拉底河



	公元前331年夏季
	尼塞弗尼乌姆建城



	公元前331年9月中旬
	跨越底格里斯河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阿贝拉会战



	公元前331年10月
	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331年11月
	占领苏萨



	公元前331年12月上旬
	乌克西亚战役



	公元前331年12月
	攻克波斯门



	公元前331年12月
	占领波斯波利斯



	公元前330年1月至2月
	马底亚战役



	公元前330年3月
	离开波斯波利斯



	公元前330年4月
	帕莱塔萨战役



	公元前330年5月
	占领埃克巴塔纳



	公元前330年6月
	追击大流士



	公元前330年7月1日
	大流士之死



	公元前330年8月
	塔普里亚战役



	公元前330年9月
	里海战役



	公元前330年10月
	穿越阿里亚



	公元前330年10月
	返回阿塔柯亚纳



	公元前330年10月至12月
	穿越德兰吉亚纳和阿拉霍西亚



	公元前329年1月至3月
	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建城



	公元前329年4月
	跨越帕拉帕米苏斯山



	公元前329年5月
	渡过奥克苏斯河



	公元前329年夏季
	西徐亚战役



	公元前329年秋季
	返回马拉堪达



	公元前329年秋季
	为报复斯皮塔米尼斯屠杀马其顿士兵进行的破坏行动



	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8年冬季
	扎瑞亚斯帕休整



	公元前328年春季至夏季
	五支纵队战役



	公元前328年秋季
	索格迪亚纳战役终局



	公元前328年秋季
	克塞尼帕和希西米特里斯战役



	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27年冬季
	那乌塔卡休整



	公元前327年初
	索格迪亚之岩和科瑞尼斯之岩



	公元前327年春季
	返回扎瑞亚斯帕



	公元前327年5月
	前往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



	至公元前327年7月
	在亚历山大城和尼西亚休整



	公元前327年7月至冬季
	科芬河谷战役



	至公元前326年深冬
	攻克阿尔诺斯和戴塔



	公元前326年初春
	跨越印度河



	公元前326年4月
	进入塔克西拉



	公元前326年5月
	跨越海达斯佩河、海达斯佩河会战



	公元前326年6月至7月
	五河战役



	公元前326年7月底
	进抵希发西斯河



	公元前326年8月
	返回海达斯佩河



	公元前326年10月
	向下游前进



	公元前326年11月至12月
	马里战役



	公元前325年1月至6月
	印度河下游战役



	公元前325年7月
	帕塔拉



	公元前325年8月
	探索印度河三角洲



	公元前325年9月
	欧里提亚战役



	公元前325年10月至11月
	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



	公元前325年12月初
	进入保拉



	公元前324年1月
	至波斯波利斯



	公元前324年春季
	至苏萨



	公元前324年7月
	俄庇斯兵变



	公元前324年秋季
	至埃克巴塔纳



	公元前324年12月至公元前323年1月
	科萨亚战役



	公元前323年春季
	返回巴比伦



	公元前323年5月
	赫费斯提翁的葬礼



	公元前323年6月
	亚历山大去世



	公元前307年
	曼丁尼亚会战



	公元前301年
	伊普苏斯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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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中国读者，你们好！



我是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日莫季科夫，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军事史业余爱好者。我对军事史着迷已久，最喜爱的一个时段是拿破仑战争，而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术，也就是与军队在战场上的行动有关的一切。进入该领域之初，我想到的问题是：军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他们要接受怎样的作战训练？将领和军官是如何考虑让部队投入战斗？而部队在实战中又有怎样的表现？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训练手册、战术理论著作、将领发布的教令与命令以及战后呈递的报告中找到答案。而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则是亲历者眼中的战斗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不少参与过拿破仑战争的将领和军官留下了日记和回忆录，这些作品中有许多业已出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亲历者视角观察拿破仑时期的战斗。在几乎搜罗尽了俄文中的所有出版物资料后，我开始转而寻找用其他文字——主要是英文——撰写的书籍和论文。我发现这一时期的诸多军队在组织和战术方面存在各式各样的差异，在我看来，这的确非常有趣！很快，我意识到英文著作中虽然包含了与法军、英军以及这一时期其他主要军队相关的大量资料，但关于俄军的材料却很欠缺——一来信息量不大，二来也存在一定的谬误。于是，我决心填补这一空白，用英文写出一本与这一时期俄军相关的书：准确地讲述俄军的组织、训练和战斗情况。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兄长尤里（圣彼得堡炮兵博物馆馆员）协助搜集了大量资料，我们合作完成的英文第一版最终于2003年付梓。此后，我继续着力搜集这一时期的军队战术资料，于是，一个内容大有扩充的俄文版本得以在2016年面世，英文第二版也于2018年出版。

我十分荣幸地看到我们的作品在中国出版发行，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荣耀。在中国译者吴畋的努力下，这个中文版本涵盖了2016年俄文版和2018年英文版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并对这两个版本中的若干讹误之处进行了修订。如果中国读者会对它产生兴趣，那我将倍感荣幸。

你们的亚历山大

2019年1月28日夜

于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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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军事史文献中，人们可以找到与“战术”（тактика
 ）相关的诸多定义。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其含义屡经变化，就连同一时期的不同作者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诠释战术。本书中的“战术”这一名词指的是一切与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有关的内容。根据此定义，战术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低级战术单位和小规模部队层面的基础战术与高级合成单位和全军层面的高级战术。

即便将范围局限在俄文资料当中，也可以发现关于拿破仑战争的文献异常丰富，从中可以找到有关这一时期军队战术的诸多信息。然而，在过去的文献中，除了散落在各类图书和文章中的战术信息外，专门的战术著述并不多，它通常都和军队生活、工作中的其他信息混杂在一起。而且有时就连和俄军战术相关的内容都会出错。
[1]



最近二十年里，有关拿破仑时代军队——也包括俄军——组织与战术的文章和书籍开始涌现，它们呈现的观点更为全面也更接近事实。在这些著作当中，我们首先要提及伊利亚·恩斯托维奇·乌里扬诺夫、奥列格·根纳季耶维奇·列昂诺夫、奥列格·瓦列里耶维奇·索科洛夫（Олег Валерьевич Соколов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ирнов
 ）和埃曼·M. 沃夫西的作品。
[2]

 我们还应当提到基里尔·维克托罗维奇·塔塔尔尼科夫（Кирилл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тарников
 ）编纂的18世纪俄军条令、教范和教令汇总，以此可知在这个世纪里规定俄军编制和训练方式的主要官方文件。
[3]



然而，他们的文章只针对某些相当狭隘的领域，书籍的讨论范围则远不止战术。乌里扬诺夫和列昂诺夫的著作主要关注俄军步兵，斯米尔诺夫关注俄军炮兵。索科洛夫著作中的战术篇幅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是在讨论法军。沃夫西的著作则以法军组织和战术为研究对象。塔塔尔尼科夫的汇编仅仅包括了条令和教令文本，而且时间下限是1801年。因此，在有关拿破仑时代的俄文文献中，战术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外文著作中有关拿破仑时代军队战术的信息则要丰富得多。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欧和北美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当时欧洲主流军队战术的文章和专业书籍。
[4]

 然而，这些著作中很少提到俄军的战术，就连其中包含的少量信息也存在部分错漏。

因此，对这一时期俄军战术感兴趣的读者仍然无法获得较为全面的信息。笔者和兄长一道尽力填补这一空白，于2003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有关拿破仑时代俄军战术的著作。
[5]

 这本书就是在英文版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俄文版。

本书仔细研究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军队各个层面的组织与战术，从战术理论、条令、士兵训练方式到三个主要兵种独立作战与配合作战时的战斗实践、诸兵种合同战术（大战术或高级战术）均有涉及。本书主要关注俄军的实战情况。描述俄军战术时，笔者尽力主要依靠第一手资料：18、19世纪之交的战术理论著作、条令、手册、教令、命令、报告以及参战者的回忆录、日记和信件。

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要略长于严格意义上的拿破仑战争（1805—1815年）。早在拿破仑战争开始之前，参战军队的组织与战术基础便已确立，为了能够准确理解各支军队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战术，有必要考虑到前一时期里组织和战术的发展情况。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后不久，所谓的“革命战争”（1792—1801年）打响了，法军在这一时期采用了全新的兵员补充体系，并逐渐发展出崭新的组织和战术，此后也对其他欧洲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所有欧洲军队都或多或少地沿着同一规律进化：从18世纪军队的典型战术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军队的新式战术。与此同时，18世纪确立的许多基本战术原则仍在拿破仑战争中具备重要意义。

18世纪欧洲军队的战术通常被称作线式战术。这一名称源于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列成漫长、单薄且连续的线式横队。线式战术的典型特征出现于17世纪下半叶。到了18世纪初，线式战术已经成为一套发展成熟的战术体系。线式战术在18世纪持续发展，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和战术方面也不断出现新的组成部分，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展。截至18世纪末，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显著改变了战争面貌。

18、19世纪之交，欧洲军队的组织与战术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但其中最为重大的变革发生在最高层面，低级战术单位的组织和基本战术则没有那么显著的变化。在三大兵种中，炮兵在基层组织和基本战术方面的变化最大，步兵变化相对较小，骑兵则最为细微。步兵和骑兵在19世纪依然沿用某些在18世纪中前期确立的基本组织原则，此外也沿袭了一些基础队形和作战方式。

欧洲的军事对17—18世纪的俄国武装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为了充分理解18世纪末的俄军组织与战术，就有必要先行探讨18世纪欧洲军队组织和战术中的基本原则。要想充分理解19世纪初俄军组织、战术的发展，就应当探讨法军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组织、战术发展情况。由于这些课题已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研究，在探讨这些课题时，笔者主要使用现代文献，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会征引第一手资料。

在欧洲军队的组织、战术基本情况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是步兵和骑兵低级战术单位的组织、队形和作战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探讨。

本书在摘引材料时遵循下列原则：

1.如果方括号中的单词是俄语词，那么这些词汇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它们由笔者加入，目的在于更准确地表达这一时期军事术语和典型说法的具体含义。如果方括号中的单词是外语词，那么这些词汇出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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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圆括号代表原文中即已存在的括号。

3.如果出现［原文已省略］的提示，那么这表明引文中的省略号源于原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提示，那么引文中的省略号表明作者略去了一段对表达文本含义而言并不必要或并非必需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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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部的一个世纪，1802-1902年：总参谋部历史概要》）СПб., том 4, ч. 1, кн. 2, отд. 3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бучение) войск. Уставы и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вып. 1, 1903; Медведев А. И.
 Бой (сражение) в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ую эпоху и в кампанию 1870-71 г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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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и флот в XIX в.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19世纪的俄国陆海军：俄国的军事-经济潜力》） М.,1973; Мещеряков Г. П.
 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 в XIX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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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еонов О. Г., Ульянов И. 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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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егулярная пехота. 1801-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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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兵刺刀战在拿破仑时代会战俄军步兵战术中的作用与地位》）//Эпоха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их войн: люди, события, идеи. Материалы V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拿破仑战争时代：人、事件、思想。第七届全俄科学会议文件》）М., 2004, с. 58-75; Смирнов　А.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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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просы тактики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пехоты, 1792-1815 г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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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modikov A., Zhmodikov Yu. Tactics of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Napoleonic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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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注：关于引用文段括号问题，凡圆括号，则为引用文段原本存在的括号，方括号为作者引用该文段以及中文翻译时译者加入内容。另外，方括号里如果是非俄文与中文词汇，则是作者保留的引文中原文用词。




第一篇


 步兵、骑兵和炮兵的组织与战术



第一章　步兵



术语与组织



在18—19世纪的欧洲军队中，步兵是最为重要、数量最大也最具独立性的兵种。较之骑兵和炮兵，步兵能够最轻松地应对并未得到其他兵种支援时的困难情况，因为它既能防御，也能进攻，既可以使用步枪射击，也可以端起刺刀冲击。

步兵的战术单位是营（法：bataillon，英：battalion，德：Battallion，俄：батальон
 ）。不同的军队中营的额定兵力往往不同，就连同一支军队中不同步兵类型的编制也存在差异。营的额定兵力范围是400—1200人，不过一般在700—1000人之间。

营的主要战斗队形是排成几列的紧密横队（列由肩靠肩左右排列的士兵组成，伍则由前后排列的人员组成）。横队的列数在18世纪逐步减少：早期从六列降至四列，中期降至三列，某些军队在末期更是降到二列。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几乎所有欧洲军队中，步兵通常都会排成三列，只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英军步兵和其他某些军队的轻步兵一般排成二列。

自然因素决定了营的人数：一方面，营应该拥有足够的兵力；另一方面，营的规模又不应当大到妨碍机动、控制的程度，正如拿破仑的元帅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Auguste-Frédéric-Louis Viesse de Marmont）所说，应当让每一名士兵都能听到营长的口令。如果营的兵力少于600人，那么这个营就会被认为不足以独立作战，如果兵力多于800人，那就会变得太过笨重，并不便于营长一人掌控。然而，营的编制最好还是定在800人以上，因为即便在和平时期，营在行动时也往往无法达到满员，它并不能始终维持全部额定兵力，除此之外，有些士兵可能会生病或被分派出去执行任务，而在战争开始后，掉队和作战损失也会导致兵力减少。
[1]



出于行政管理和经济目的，步兵会编组成团（法：régiment，英文：regiment，德：Regiment，俄：полк
 ），每个团由几个营组成——大部分军队是2—3个营。每个营又由几个连（法：compagnie，英：company，德：Companie或Kompanie，俄：рота
 ）组成——大部分军队是4个或6个连。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这一时期的连并不是战术单位，而是纯粹的行政单位。团里的连有一套通行的番号——先是用连的“连主”军衔（上校连、中校连、少校连等等），后是用连长的军衔和姓名（某某上尉连），最终则不再考虑某连隶属于某营的情况，而是给全团各连统一分配数字番号。士兵的驻扎、训练以及分发武器、装备、给养、薪饷都以连为基础完成。

营在执行队形变换和射击时要将队形分成几等份，通常情况下会分成8个或10个单位。不同军队对这些单位的称呼有所不同：法军称其为分连（peloton）、英军称其为分连（platoon）、某些德意志军队则称其为排（Zug）。在18、19世纪之交的俄国军队中，这样的单位被称作排（плутонг
 ）。俄军中还有和一个плутонг
 并存的同义术语взвод
 ，后者的含义是半连。这样，俄军中一个营的排数目就和半连数目相同，它们都两倍于连的数目。随着时间的流逝，“半连”的使用越发普遍，“排”则逐步被淘汰。为了简化行文，本书在描述所有军队时都会使用“半连”术语。
①



在列成横队的营当中，各个排需要从右向左依次编号：位于最右侧的排称作第1排，位于第1排左侧的是第2排……以此类推。在包括俄军在内的许多军队中存在由两个排组成的单位，这个单位被称作分营（division，该词源于拉丁语diviso，意为“分割”“分开”）。分营也是从右向左依次编号。

在某些军队——特别是法军和英军——中，营内的分连数目和连数量是相同的（同为8个或10个），所以，如果每个连中的伍数目都相同，那么分连就相当于连。而在其他军队——也包括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俄军——中，排的数量要两倍于连（5个连对应10个排或4个连对应8个排），所以，如果每个连中的伍数目都相同，那么排就相当于半个连。

然而，由于缺编和损失不均，各个连的人数可能会存在极大的差异——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准确、迅速地完成队形变换，同一个营中的所有排应当拥有相同的宽度，也就是说，各个排里伍的数量应当保持一致，兵力也应当大致相同。如果某营各排损失严重不均，且该营此时并未直接卷入战斗，那就可以在战斗中径直调整营内各排人数。

因此，一个营在战斗中分出的排往往与连对应不起来。在某些军队中，排和分营的划分情况永远都不可能和连相符，以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军队为例，它的步兵营通常由5个连组成，但在战时要分成8个排，即4个分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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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分成8个排（4个分营）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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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法军步兵连（分连）



连分为2个排（sections）：第1排（右翼排）、第2排（左翼排）

1.上尉（capitaine），连长

2.中尉（lieutenant），位于第2排中部

3.少尉（sous-lieutenant），位于第1排中部

4.上士（sergent-major），位于第2排右翼

5.第1中士（premier sergent），位于上尉身后

6.第2中士（second sergent），位于第2排左翼

7.第3中士（troisième sergent），位于第1排左翼

8.第4中士（quatrième sergent），位于第1排右翼

9.下士（caporal），位于各排第1列和第3列的左右两侧

10.列兵

列间距为1尺（1法尺=0.325米），其定义为从前一列士兵的背包到后一列士兵胸膛的距离。

队尾的军官和军士与第3列相隔2步。

在位于全营左翼的连里，第2中士应当身处第1列左侧，他身后的第3列左侧是一名下士。

军需下士（caporal-fourrier）并未在图中出现，每个连的军需下士都会集中到营旗（位于第4、第5连之间）附近。

鼓手也没有出现在图中，营里的所有鼓手都在第5连后方15步处排成二列。


18世纪之初，步兵在战场上行进时使用的是疏开纵队（全间距纵队），在这种纵队中，所有排都前后相继地排列，相邻两排的间距——前后两排第1列间的距离——相当于排横队的正面宽度。如果要将这个纵队变换为横队，纵队就得沿着展开后的横队列队方向赶往预定地点，而后让所有排同时“侧转”——侧转的含义是让排横队围绕一翼旋转。将横队变换成纵队也只需以相反次序完成上述动作。在纵队中，如果第1排位于最前方，这个纵队就称作以右翼为基准的纵队，反之，如果倒数第1排位于最前方，那么纵队就要称作以左翼为基准的纵队。

除了疏开纵队之外，步兵后来还用到了间距较小的纵队：半间距纵队（前后两排第1列间的距离相当于半个排横队的正面宽度）和紧密纵队（前一排后列到后一排前列的距离为3—5步）。前者可以通过各排斜向行进变为横队，后者在变为横队时则要让位于后方的各个排，先是侧向移动，然后再前进。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由一个营列成的纵队宽度通常相当于两个排，多数情况下是半间距纵队或紧密纵队。后文将会详细讨论这些纵队和队形变换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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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展开成横队

拿破仑时代的各类步兵存在多种名称：战列步兵（линейная пехота
 ）、火枪兵（мушкетеры
 ）、掷弹兵（гренадеры
 ）、燧发枪兵（фузилеры
 ）、轻步兵（легкая пехота
 ）、猎兵（егеря
 ）、猎兵（法：chasseurs）、卡宾枪兵（карабинеры
 ）、散兵（法：tirailleurs）、腾跃兵（法：voltigeurs）、射击兵（стрелки
 ）、先驱兵（застрельщики
 ）等等。大部分上述名称无法代表特定的步兵武器，因为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军队中，几乎所有步兵都装备配有燧发装置的滑膛步枪，各个国家的步枪在有效射程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种类步兵名称的含义体现在其他方面：大部分名称表明了士兵所属的团或其他单位的情况，有的指的是部队的主要作战目的，有的则是在某一特定场合下的战术角色。某些步兵名称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功能相似的步兵在不同军队中称呼不同，或名称相同的步兵在不同军队中具体含义不同，这都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18世纪的步兵可以分成两个大类：战列步兵和轻步兵。这两类步兵在征募、组织、训练和作战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战列步兵是步兵的基干力量，他们需要服从严格的纪律，在和平时期接受细致的训练，预定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大致平坦、开阔的地区列成密集队形作战。轻步兵则不同，18世纪中前期的许多军队在和平时期并不设立轻步兵部队，只有到战时才着手组建。轻步兵在某些情况下补充人手时可谓来者不拒，甚至会吸纳其他军队的逃兵。这类步兵只会接受最低程度的训练，并不能做好充当战列步兵的准备，而且纪律也不够好，因而不能在战斗中肩负重要任务。

轻步兵会编组成独立行动的分遣队——军团（легион
 ）或队（корпус
 ），某些军队还会在这类分遣队中加入轻骑兵。这些部队的作战任务是进入起伏地形或林地进行侦察或掩护主力部队（轻骑兵则在较为开阔平坦的地形上执行这类任务），此外还有袭扰敌方领地和攻击落单部队、运输队、兵站，这类作战在18世纪都被称作“小型战争”（малая война
 ），其作战目的在于袭扰敌军，截断敌军的粮秣来源，迫使敌军分派部队保护后方。在18世纪上半叶，当战争结束后，轻型部队即告解散。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正规轻步兵部队已然面世，这类部队一般会尽可能地从山地或林区招募士兵，那里的人们知道如何准确射击，也能够娴熟地在起伏不平的地带运动和定向。正规轻步兵会被编为独立的营或团。

法国大革命始于1792年，拿破仑战争终于1815年，在此期间，战列步兵与轻步兵在组织和作战用途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轻步兵的组织结构要么变得与战列步兵一致，要么差别甚微：有些轻步兵像战列步兵团一样编组成轻步兵团，有些直接成为战列步兵团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是每个营中设有一个轻步兵连，从1808年起，普军每个步兵团的每三个营中就有一个是轻步兵营）。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轻步兵装备了和战列步兵一样的武器，也接受了一样的基础训练，战列步兵同样时常需要以散开队形投入作战，虽然一般是抽出小股部队参与散兵战，但有时也会将整个连乃至整个营投入其中。在有些军队——特别是法军——中，轻步兵和战列步兵的界限早就变得相当模糊，而在另一些军队里，轻步兵与战列步兵的融合不仅发生时间较晚，其融合程度也相对较低。不过，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所有军队的战列步兵和轻步兵都坚持使用自己独特的名称和制服。

除了战列步兵和轻步兵之外，某些欧洲军队还设有少量精选射手部队，这类部队也是在18世纪出现的。其成员要么选自深知如何准确射击的平民——如职业猎手和护林员的子孙，要么是从常规步兵中精选出行动敏捷且射术精准的士兵，这些人需要接受上靶射击和散兵战训练。在某些军队里，这些精选射手会装备射程长于滑膛步枪的线膛步枪或短管的线膛马枪。军队既可以将装备线膛枪的射手编组成独立的营，也可以使其成为轻步兵的一部分，在每个连中配置10—25名线膛枪手。

法军战列步兵的字面称谓就是战列步兵（法：infanterie de ligne），多数德意志军队则将战列步兵团称作步兵团（德：Infanterie Regiment），而在俄军中，战列步兵团在1796—1811年间称作“火枪兵团”，1811年后改称“步兵团”。18世纪的所有欧洲军队都会从战列步兵团中选出最高的士兵，将他们称作“掷弹兵”（法：grenadiers），并编组成连。当掷弹兵在17世纪崭露头角时，他们的确是用于投掷手榴弹，其兵种名称也由此而来。不过，早在18世纪初，掷弹就已从实战中消失，但掷弹兵这一名称仍旧保留下来。在许多军队中，掷弹兵连会在战时与母团分离并合编成独立的掷弹兵营。而在俄军中，如果某个步兵团表现优异，该团就有可能获得掷弹兵团的称号。不过这些团仍然属于战列步兵。

许多军队将战列步兵中的普通士兵称作火枪兵（俄：мушкетеры
 ），法军则称之为燧发枪兵（法：fusiliers），这些名词源自步枪的名称——火枪（法：mousquet）和燧发枪（法：fusil）。“火枪兵”这一名称早在一部分步兵装备了重型火绳枪、另一部分装备长枪时就已出现。燧发枪起初是指配备了燧发枪机且口径、重量均小于重型火绳枪的步枪。到了18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军队均已装备了燧发枪，而且不同军队里的步枪差异也很小。法军将步兵常用的枪支称作fusil，英军称作musket，俄军称作ружье
 ，德意志诸国军队则一般称作Gewehr。然而，某些军队会用“燧发枪兵”这一称呼指代执行某一特殊任务或具备某种特定地位的士兵。以18、19世纪之交的普鲁士军队为例，轻步兵中的士兵就被称作燧发枪兵。

法军轻步兵的字面称谓仍是轻步兵（法：infanterie légère）。法军轻步兵团中普通连的士兵被称作猎兵（法：chasseurs，字面意思为猎人），轻步兵团里精选高个士兵组成的连会被称作卡宾枪兵连而非掷弹兵连，不过，虽然这些连名为卡宾枪兵连，但它们配备的枪支和其他连并无差异。根据1804年的法令，法军为每个轻步兵营新添了一个精选连，法令规定，这个连应当由体格健壮、精力充沛且机敏的小个士兵（士兵身高不得超过1.598米，军官身高不得超过1.625米）组成。到了1805年，法军又命令每个战列步兵营也要组建同样的连。这些连里的士兵被称作腾跃兵（法：voltigeurs），该词词源是voltige（跳跃）——法军最初设想这些士兵能够跃上骑兵的战马，和骑兵一道前往预定地点，然后既可以跳到一边，也可以抓住马镫，跟在骑兵身旁奔跑，但上述设想并没有广泛地用于实践。腾跃兵需要接受快速、准确射击的训练，他们装备重量较轻的步枪，军官和军士则装备线膛马枪。
[3]

 腾跃兵通常用于散开队形作战，久而久之，将士兵从普通连调入腾跃兵连成为对表现杰出的小个士兵的奖赏，就像转入掷弹兵连是奖励表现优异的高个士兵一样。当法军步兵营列成横队时，掷弹兵连（轻步兵营里是卡宾枪兵连）位于右翼，腾跃兵连位于左翼，这两个连被称作精锐连（法：compagnies d’élite），燧发枪兵连（轻步兵营里是猎兵连）则位于两个精锐连之间。

在18世纪末的普鲁士军队和另一些德意志军队中，步兵营、掷弹兵营和燧发枪兵营中的精选射手被称作射击兵（德：Schützen，每个连设有10—16名射击兵），独立射手营中的士兵则被称作猎兵（德：Jäger）。俄军借用了“猎兵”这一名称，但它在俄军中的含义与德意志军队存在差异，并且在不同时期指代不同的对象。俄军的猎兵起初是指步兵团里的精选射手，到了18世纪70年代，俄军猎兵重组成若干个独立的营，而在18、19世纪之交，俄军又将猎兵重编成若干个猎兵团。在普鲁士军队中，猎兵团是全体装备线膛枪的部队，这与俄军的猎兵营和猎兵团完全不同。因此，拿破仑时代的俄军猎兵只是轻步兵，并不是精选的射手。

当士兵以散开队形投入作战时，法军和其他某些军队会称之为散兵（法：tirailleurs）。在俄军中，被指定为散兵战人员或正以散兵队形作战的士兵会被称作射击兵（俄：стрелки
 ）或先驱兵（俄：застрельщики
 ），在俄军中得到这种称呼的不仅有猎兵，甚至还包括从步兵团（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中抽调出的散兵战人员。

因此，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火枪兵、掷弹兵、燧发枪兵、猎兵、腾跃兵和卡宾枪兵这些名词指的是士兵所属的部队情况。某些军队会用燧发枪兵指代轻步兵。猎兵在德意志军队中指的是独立的射手营，在俄军中指的却是轻步兵。散兵、射击兵、先驱兵等术语通常用于称呼在某一时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使用时并不会考虑到这些步兵具体情况如何、属于何种类型。



射击



因此，尽管欧洲军队的步兵存在诸多名称，除去一小部分精选射手外，绝大部分步兵都装备着一杆燧发滑膛步枪。在18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的步枪在口径、管长、枪管安装方式、枪托外形、燧发枪机设计和通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就射速和有效射程而言差别不大。

士兵通常会在子弹盒里携带50—60发子弹。一发纸壳弹就是一个圆柱形纸卷，纸卷内部装有一颗球形铅弹和发射铅弹所需的火药。步枪装填方式如下：士兵需要先将扳机扳到安全位置，然后用左手持枪，右手从子弹盒中取出一发子弹，用牙齿咬破纸壳末端，举起步枪使枪机齐胸且步枪几乎处于水平位置，将少许火药倒入“药池”（枪机里的一个小型金属皿状物），合上药池盖，将步枪转至枪口朝上的竖直位置，将药包中的剩余火药倒入枪膛，把铅弹和纸壳一齐放进枪膛，取出通条，用它把铅弹推到枪膛末端并压实火药，通条归位，举枪，扣动扳机。

在某些书中可以发现一种说法：士兵从纸壳里咬出铅弹，含在嘴里，然后再把它吐进枪膛里。
[4]

 但在18、19世纪之交，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根据英军的步兵训练教令和由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Тучков
 ）少将编纂、于1818年出版的俄军辞典，在纸壳上咬开的一端位于铅弹对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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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步枪

扣动扳机后，击锤就会撞击药池盖，固定在击锤上的一块燧石随后撞开药池并产生火花，火花引燃药池里的火药，接着会顺着引火孔引燃枪膛内部的主装药。

燧发点火的机械装置并不是十分可靠，火药质量也不算太高。哑火（осечка
 ）和早燃（вспышка
 ）就成了常见现象。如果燧石无法产生足够的火花，进而导致药池里的火药不能燃烧，就会出现人称哑火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擦拭燧石并把它紧紧夹在击锤上或直接更换燧石。一块燧石一般而言能够打火大约36次，最多可以反复使用50次。早燃则是指药池里的火药已被点燃，但并不能引燃枪膛内部装药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清理引火孔，重新向药池里倾倒火药。根据法国的测试结果，即便在干燥天气里，哑火率仍然在10％—15％之间，早燃率则在3％—6％之间。
[6]

 在潮湿天气里，哑火率会有所上升。如果遭遇暴雨，由于火药会在装填过程中被打湿，就不大可能使用步枪射击。

如你所见，装填过程涉及诸多动作。一般情况下，士兵需要站在原地完成装填。理论上的确可以在行进间展开装填，但它耗时更久，而且会让士兵分心，妨碍他完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迈步行进并保持队列齐平。因此，行进间射击要么会显著降低行进速度，要么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射击速度也不算很快。一位训练极好的士兵可以在短时间内每分钟射击5发实弹，
[7]

 但一般情况下的射速要求并没有这么高：以俄军的1811年步兵条令为例，它要求士兵练习装填直至达到每分钟射击3次的水准。
[8]

 出于种种原因，实战中的射速比条令中规定的射速还要低，而且会在战斗进程中持续降低。在战斗之初，燧石仍是全新的，引火孔也是干净的，哑火极少发生，可随着战斗的进行，哑火率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另一个射速降低的原因是火药不可能完全燃烧，这样一来，残渣会逐渐堆积在枪膛内壁，让装填铅弹变得相当困难。枪膛在射击数十次后就得彻底清理。此外，如果以较快的速度连续射击数十次，枪膛就会发烫到无法触摸。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也会出现疲乏迹象。
[9]



击发后，子弹先是以略高于瞄准线的角度向上飞行，而后迅速接近地面。因此，瞄准相当具有挑战性：当士兵距离目标不超过100步时，瞄准点应当略微位于目标下方，但在超过200步时就要远高于目标。18世纪的军队通常不会给士兵教授这些知识，当时只让士兵练习大致对准敌人身体中部射击，军队在作战中会尽力靠近敌军（或是让敌军迫近），等到双方距离不超过100步后再下令开火。然而，实战中的射击距离往往要比100步远得多，这时，几乎所有子弹都会落在地上，无法触及敌军；而在那些希望让敌军迫近后再送出一轮致命齐射的战例中，许多子弹——有时甚至是绝大部分子弹——最终会从敌军士兵头顶上飞过。在凹凸不平的地带，当敌军处于上坡或下坡地段时，瞄准问题就更为复杂了。

早在18世纪上半叶，一些思想先进的军官就要求将完整的瞄准射击训练引入军队，但实际训练仍然变化甚微——这样的瞄准射击训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消耗很多火药和铅弹，此外还需要军官耐心教导。总体而言，当时的步兵在瞄准射击方面训练不佳，不少时候甚至根本没有训练。新兵首先要学习机械完成一系列无弹装填动作，然后使用空包弹练习装填、射击，在这之后才会拿到实弹，不过，实弹数量已经少到根本无法认真进行瞄准射击训练的地步。有些军官认为瞄准射击训练毫无用处，觉得瞄准就是浪费时间，士兵应当在战斗中尽可能快地开火。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将会在下文加以阐述。

有关瞄准射击训练的实用建议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面世。
[10]

 根据法军1791年步兵条令——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的军队使用这一条令训练步兵——的规定，应当设立一座高5.5尺（约合1.8米，此处的尺为巴黎尺）、宽21寸（0.57米，1寸=0.083尺）的标靶，在标靶中部和顶端各画一条宽3寸（约8厘米）的浅色横条纹。士兵应当先在距离标靶50法寻（约97.5米，1法寻=6尺）处练习射击，然后在100法寻（约195.0米）距离上练习瞄准下方条纹射击，最后在150法寻（约292.4米）距离上练习瞄准上方条纹射击。
[11]



后来，一本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多次再版的武器养护教令指出，136米（约70法寻）距离上的步兵火力效果极好，但朝234米（120法寻）外射击就纯属浪费弹药，是在糟蹋宝贵的补给（这本教令是在法国采用米制后写成，因此同时给出了米和法寻这两个长度单位）。
[12]

 当枪口仰角为43.5°时，子弹可以飞行将近1000米。
[13]

 然而，子弹在飞出400—500步后就会失速，因而不大可能给敌军造成严重伤害。
[14]



枪管和子弹的质量都不算很好，这也无助于准确射击。尽管如此，根据19世纪10年代早期格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在普鲁士进行的试验结果，步枪在其射程内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标靶由云杉木板制成，高6尺（约1.88米，此处的尺为莱茵尺）、宽100尺（约31.39米，标靶大体相当于四分之一个营横队）、厚1寸（约26毫米）。

射击试验在不同距离上进行，每次都由10名士兵在同一距离上列成一线，各自射击20次（同一距离总共射击200发），最短耗时为7.5分钟，最长为13—14分钟（平均射速每分钟2—2.5次）。结果如下所示（上方数据为命中数，下方数据为击穿数）：
[15]



[image: Figure-0024-0006]


记载这一数据的著作并未指出作为度量单位的步有多长。当沙恩霍斯特还是汉诺威军官时，他的早期著作中用的是汉诺威和普鲁士都通行的步（2.5莱茵尺，约0.785米）。
[16]

 不过，沙恩霍斯特在记载测试结果的这本书中更可能使用普鲁士的行军步，因为他在这一时期效力于普军，而且这本书也是印发给普鲁士军校使用的。普鲁士行军步是2.33莱茵尺（约0.732米）。
[17]

 这样，100步就是73.2米，200步是146.5米，300步是219.7米，400步是292.9米。

沙恩霍斯特测试的俄国步枪可能是1798年式或1805年式，因为他提供的数据表明俄国步枪重量（12柏林磅，5.62千克）和弹重（0.059磅，27.5克）与旧式普鲁士步枪相同。而1808年式俄国步枪则是1803年式法国步枪的仿制品，它重量较轻，口径也较小（沙恩霍斯特指出，法国步枪重10磅，弹重0.05磅）。

在100步距离上测试普鲁士、法国步枪时，士兵的瞄准点距离地面有3尺（也就是位于标靶中部），而在同一距离上测试英国、俄国步枪时，瞄准点距离地面仅有1尺——如果瞄准地面以上3尺处，就会有许多子弹从标靶上方飞过。不过，就算瞄准点离地仅有1尺，英国步枪在100步距离上的射击表现仍然比200步时糟糕，这一结果源于以下事实：英国步枪的枪管相对较短，所以瞄准线（平行于枪管外壁）和枪膛轴线间的夹角大于其他步枪，而英国步枪的口径又在欧洲名列前茅（约19.0毫米），所以子弹也相当重（沙恩霍斯特指出，英国步枪使用的铅弹重达0.067磅）。俄国的1798年式步枪和1805年式步枪口径也比较大（分别约为19.7毫米和19.0毫米）。当射击距离为200步时，所有步枪都瞄准地面以上3尺处（标靶中部），300步时瞄准地面以上5尺处，400步时瞄准地面以上7尺处（已高于标靶）。
[18]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距离标靶100步时，总命中率为46％—76.5％，200步时为32％—56.5％，300步时为25.5％—35％，400步时为21％—27.5％。旧式普鲁士步枪在500步（366.2米）距离上命中26发（13％），600步（439.4米）距离上命中19发（9.5％）。

在此次测试中，旧式普鲁士步枪在200步和3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大致相等，但在1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就远低于其他步枪，不过在300步、400步时则不算太差。法国和俄国步枪在300步、400步距离上命中率大体相当，法国步枪在4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甚至比300步时还要高。此外，俄国步枪在100步、2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要明显低于法国步枪和新式普鲁士步枪。

然而，之所以某些步枪会在300步及更远距离上取得较高命中率，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源于以下事实：本次射击试验在完全平整的坚实地面上进行，这样，某些起初没能命中的子弹可以通过反弹飞得更远，最终得以命中标靶。在起伏地形上进行的试验中，普鲁士步枪朝相距200步的标靶射击时的命中结果与平地试验大体相同，但在300步距离上的命中率则仅有平地试验的55％—72％。
[19]



不过，这里并不能排除上文提到的不同距离上的类似命中率有可能属于试验误差，在其他许多以整营为单位——也就是射击次数高于沙恩霍斯特试验——进行的射击试验中，不同射击距离上的命中结果就存在显著的差异。
[20]



由于步兵或骑兵队形并不是完整的长方体标靶，那就应当进一步调整沙恩霍斯特的上述测试结果。夏尔-约瑟夫·德·利涅（Charles-Joseph de Ligne）——他在文献中通常被称作利涅侯爵（Prince de Ligne/Fürst von Ligne）——参与过18世纪的诸多会战，他曾让人射击绘有多名士兵轮廓的标靶，结果发现所有上靶子弹中约有四分之一只能命中各人头部和腿部之间的空白区域。
[21]



即便考虑到上述所有不利因素，如果两支步兵在100—200步距离上列队互射时达到试验效果，那么他们必定会在几轮齐射后双双面临毁灭，但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回忆录和战报中还多次提到过持续几分钟乃至半个小时以上的近距离对射。

实战中的步兵射击效果即便高于试验效果的几百分之一，也必定只能达到它的几十分之一。法国军人雅克-安托万-伊利波特·德·吉贝尔（Jacques-Antoine-Hippolyte de Guibert）是18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在实战中，如果步兵朝80法寻（约156米）以内的目标射击，其火力便具备较大的杀伤力，但在朝更远处射击时就不够精准了，因为士兵在实战中的装填、瞄准情况都不好，而且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按照吉贝尔的看法，就连在许多人眼中堪称恐怖的普军步兵火力也只能在第一轮射击中发挥效果，因为步枪在战斗前可以有条不紊地装填，但在混乱的战斗中，士兵往往会装填太快、无法压实装药。
[22]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步兵射击效力。士兵在装填时会把纸弹壳里的火药倒进药池里——按照他们的说法，火药用量全凭“目测”，这样，每一回送进枪膛里的主装药都有所不同，因此，即便瞄准同一方向，子弹的飞行路线也会存在差异。有些时候，士兵会蓄意把火药撒在地上，以便减少主装药，减轻步枪后坐力——全装药状态下的后坐力相当强劲。
[23]

 如果战斗当天风力不大，步兵队列前方就会在射击几轮后出现浓厚的灰色烟雾，让步兵难以观察敌军。所以，持续射击时的平均射击效力相当低。

根据各类估算结果，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会战中，步兵打死打伤一名敌军士兵一般需要消耗200—500发子弹。
[24]

 与此同时，在某些战例里，第一轮近距离齐射的命中率仍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几十，以1745年5月11日的丰特努瓦（Fontenoy）会战为例，大约2000名英国近卫军和汉诺威近卫军在距离40—50步的一系列以分营为单位的射击中给予法军重创：法国近卫团（Régiment des Gardes françaises）的21名军官和392名士兵、瑞士近卫团（Régiment des Gardes suisses）的12名军官和215名士兵非死即伤。然而，近距离齐射的结果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史料也提到过只能杀伤少数几名敌军的近距离全营齐射。
[25]



考虑到步枪缓慢的射速和极低的准度，射击组织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射击的基本组织原则出现于18世纪上半叶。步兵列成三列横队——根据规定，最高的士兵站在第1列，最矮的士兵站在第2列，介于二者之间的则站在第3列。
[26]

 士兵在横队中肘挨肘地紧靠在一起。在普鲁士将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冯·萨尔德恩（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撰写的教令中，这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中享有盛名的步兵队形和机动专家写道，24个伍占据的正面宽度为18尺。
[27]

 根据这一数据，每一名士兵在横队中占地宽度为0.55米。1798年的英军步兵条令规定每名士兵在横队中占地宽度为22英寸（约0.56米）。
[28]

 法军的1791年条令和俄军的1796年、1811年条令都规定步兵应当肘挨肘地站在一起。
[29]



当时的理论家们强烈建议步兵不应当在敌军进入有效射程前射击。在射击过程中，第1列士兵右膝跪地，第3列士兵把步枪从第2列士兵脑袋之间探出去射击（在三列横队得到推广前，当步兵排成四列横队时，前两列士兵需要以跪姿射击）。齐射方式也有很多种：按列射击、以排为单位射击、以分营为单位射击、以半营为单位射击、全营齐射。

在全营齐射中，所有士兵同时开火，这就导致齐射完毕后全营士兵都需要花费15—20秒时间装填步枪，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敌军骑兵触及步兵了。尽管如此，步兵在对付骑兵时仍然经常使用全营齐射，这是因为时人知道如果让骑兵离得足够近，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一轮齐射就足以逐走骑兵（后文在提及骑兵战术时会就这一点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全营齐射有时也会用于对付步兵，这通常发生在双方仅仅相距几十步的时候。

在按列射击中，首先要由第3列士兵展开齐射，一段时间后让第2列齐射，最后才让第1列齐射……如此反复循环下去。当然也可以采用相反轮次射击。按列射击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拿破仑战争中很少出现，它一般会用于步兵对抗骑兵的场合。在步兵抵御敌方骑兵时，如果步兵需要展开齐射或按列射击，第1列往往会奉命不参与射击——他们的步枪要始终保持装填状态，留到最危急的关头使用。

以排为单位射击是18世纪最普遍的射击方式，在这种射击中，各个排会轮流展开齐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在18世纪中叶以如下方式进行射击：全营最右侧的排（第1排）先开火，然后是最左侧的排（第8排），接下来依次是第2排、第7排等等。这样，各个排的射击次序就是1、8、2、7、3、6、4、5。
[30]

 其他一些军队会让奇数排从右往左依次开火，然后再让偶数排从右往左依次开火。这样，在八连制步兵营里，射击次序就是1、3、5、7、2、4、6、8。这种射击方式的设计目的在于保持火力输出节奏，让步兵营的火力不至于出现较长的空窗期，也就是说，等到射击序列里的最后一个排完成射击后，第一个排就已装填完毕并准备好展开新一轮齐射（实际上，第1排往往会在其他各排完成“轮次”前就已准备好射击）。以分营为单位射击时的具体方法也与此类似（1、4、2、3或1、3、2、4）。

然而，步兵在实战中很少能够严格遵循射击次序。吉贝尔认为，在前两轮齐射过后，任何维持纪律的努力都无法阻止有序射击变为无序射击。
[31]

 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一名军官，他曾参与过七年战争，根据他的说法，当普军打算集体射击时，只有第一轮齐射才算得上齐射，甚至可能只有两三个排能够按照正确次序射击，“然后就是普遍的自由射击和常见的连续射击，也就是每个装填完毕的士兵都随即扣动扳机，各列、各伍混在一起射击，就算位于前列的士兵想要跪地射击也做不到这一点。从最低级别的军官到将领，任何人都无法干预这群人，只能等待下去，看看它最终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
[32]

 。

贝伦霍斯特本人曾给出过有序射击变为无序射击的一个原因：对于排的指挥官而言，由于开火带来的噪声和烟雾，他要想听到或看到射击情况，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甚至根本就无法掌握情况。
[33]

 射击变为无序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兵十分渴望尽可能快地朝敌军开火，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敌军能够杀死自己之前将其击败，结果，士兵不待军官下令就开始射击。

在这样的无序状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再做到瞄准射击。有位曾参与过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军官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在19世纪30年代解释说：

当士兵在队列里开火时，你难道能期望他达到什么准度吗？第一个人在装药，第二个预备，第三个进行所谓的瞄准，第四个用通条把子弹捅进去。射击几轮后，烟雾就紧紧缠绕着整支队伍，完全看不到敌人。有些士兵会向外走一两步以便取得较好的射击效果，另一些人以跪姿射击，还有些人根本对后退一两步毫无抵抗力。注定之事开始降临，它或许是糟糕透顶的破坏性事件，就连勇士也会在这一幕面前退缩，另一些人会受伤，并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退到后方，所以，整个队列迅速变得极为混乱，这群人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只想着尽快开火，几乎不考虑如何瞄准或瞄准哪个方向。

此时的确会发生士兵肘间距离急速上升的情况，因为某些地段的士兵会聚在一起，其他地段又会出现伤亡。可到了那个时候，鲜血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奔涌，血管里也燃烧起来，士兵的激动情绪达到极点，根本无法镇定。你手中那训练良好的营也只能要么往前冲，要么往后逃，既完全无法挡住哪怕最轻微的冲击，也不能有效地使用武器展开冲击，此外还无法熟练使用步枪，要想有效使用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冷静和镇定。
[34]



所以，在完成前几轮齐射后，射击就变得杂乱无章，士兵匆忙装填、射击，而且在烟雾中几乎看不到敌人。由于他们在装填时互相推挤，而且射击时的后坐力和伤亡人员也会有所影响，士兵们就会彼此干扰，给装填和瞄准带来困难。

有些手忙脚乱的士兵并没有把子弹推到底，火药也压得不实，结果在开火时就会出现子弹射速较慢的情况。有些经验不足的士兵会因为过度兴奋和开火而无法注意到步枪已经哑火，竟会在已有一发子弹的枪膛里再装入一发新子弹，有时甚至会一连塞进去好几发。
[35]

 有些人会在装填结束后忘记取出通条，接着在开火时将通条和子弹一并打飞。有些经验丰富的士兵为了加快射速索性不用通条，他们只是把子弹和装药塞进枪膛，然后竖起步枪，让枪托撞击地面，让子弹下落到枪膛末端。
[36]

 不过，这种方法同样会导致装药压得不实。尽管如此，在近距离射击中，这种装填方式或许会相当奏效，因为射速在此时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射程和穿透力。

正如贝伦霍斯特和米切尔所说，长时间射击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投入射击的步兵队列陷入混乱，士兵也几乎彻底脱离军官的控制，既不能让他们停止射击向前推进，也不能展开其他机动。这些作者或许有所夸张，但在拿破仑时代的一些非常权威的资料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以拿破仑麾下的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元帅为例，他在1804年为部队编写了一份教令，其中提到过许多步兵军官的共同看法：在战斗中要让步兵停止无序射击，会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敌军当时位于步兵射程之内，那停止射击就会变得尤为困难。
[37]

 这样匆忙无序的射击在单位时间内的平均杀伤力很低，但由于交火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交战双方就有可能蒙受相当惨重的伤亡。

尽管教令中严禁提前开火，士兵——特别是经验不足的士兵——时常会在并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朝着太过遥远的敌军开火，缺乏经验的军官也往往会命令士兵过早开火，其他人则会群起效仿，这样，大批部队会开始发起无序且无用的射击。曾作为第50步兵团一员参与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军官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写道：

我听说过许多战例，在那些战例中，当敌军正在推进或双方陷入激战时，士兵会接到告诫，让他们不要打得太高或无用地浪费弹药。有些时候，这些告诫的确会奏效，但更普遍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而后便会带来致命的后果。经验不足的军官往往既不能判定是否适合开火，也不去考虑是否应当开火，就直接下令射击。这并不是士兵的错误，而是那些军官的过错。然而，这种过错常常会演化成切实的损害，当军官发出第一道命令后，士兵就拿到了某种自由行动的全权委托书，以最不受控制的方式朝着各个方向开火，直到最活跃的军官们用尽各种手段和精力控制士兵才得以结束。可当士兵急需弹药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弹药已经毫无目的地消耗殆尽，除了制造噪声和烟雾外一无所获。
[38]



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何种射击方式，第一轮射击后的射击质量都不能得到保证，此后就只能依赖射击数量。这就是许多军官认为瞄准射击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实战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准确射击，瞄准也纯粹是浪费时间，倒不如干脆让士兵尽快开火。

总体而言，18世纪中叶盛行的观点是：最好的射击方式就是齐射，而且应当尽可能快地反复展开齐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齐射的支持者，他的军队也是全欧洲的样板。由于无序射击会导致军官丧失控制力，因此极不受欢迎，应当竭力加以避免。此外，时人还认为齐射是更有效的射击方式：齐射能够给敌军带来更大的影响，因为一次成功的齐射可以同时击倒多名敌军士兵，而无序射击只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逐个杀伤敌军。

尽管如此，被称作“会战射击”（法：feu de bataille）、“乱射”（法：feu de billebaude）或“自由射击”（法：feu à volonte）的无序射击同样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吉贝尔就将无序射击视为最猛烈、最具杀伤力的射击方式，他还认为这样的射击非常契合法国人天生的活力与机敏，它可以让士兵专心投入战斗，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危险。
[39]



无序射击在军事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地，它以“按伍射击”的名义出现在条令当中：每个排的各个伍从最右侧开始依次射击，火力就像是从全排右翼滚动到左翼一样。士兵在完成射击后就要立刻装填、开火，而且条令中明确规定每一名士兵在第一轮射击后就无须遵守任何命令，装填完毕后即可开火，换言之，无序射击就此开始。法军在1791年条令里规定了“按伍射击”，它随后又传入其他军队的条令——包括俄军的1811年条令中。
[40]

 这实际上就是合法化了的无序射击。而且由于第一轮射击是以伍为单位进行，士兵就不会同时开火，也不会在装填时出现全营都没有步枪可供射击的窘境。然而，按伍射击并没有淘汰以排为单位的射击，在条令和实际训练中，这两种射击方式长期共存。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不论射击以何种方式开始，只要陷入拉锯战，都会迅速转变为无序射击。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有许多作者呼吁不要让第1列士兵右膝跪地射击。吉贝尔写道：“我从未见过比这种跪姿射击更荒诞、更缺乏军事意义的了。”他注意到，当敌军迫近时，跪在地上的士兵很难起身应战。
[41]

 奈伊元帅在他于1804年为部队撰写的教令中给出了具体解释：士兵在处于跪姿时会觉得自己较为安全，因为即便在大体平整的地面上也会出现微小的起伏，跪地的士兵会觉得自己在面对敌军火力时至少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所以就不希望起身作战。
[42]

 在交火中强迫士兵停止射击并转入攻势本来就已相当困难，跪姿射击则会令它难上加难。所以，各国军队先后逐步废除了让第1列跪地射击的做法，不过，它依然在某些军队的条令中存续了一段时间。

第1列不再以跪姿射击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第1列以立姿射击，第3列士兵就很难朝敌军开火，在无序射击中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按照法军1791年条令的规定，在按伍射击中，第3列士兵并不参与交火，他们只用负责装填枪支，并把它们递给第2列的士兵。因此，在法军条令中，这种射击方式的正式称谓并不是“按伍射击”（feu de file），而是“二列射击”（feu de deux rangs）。
[43]



这种射击方式也存在弊端。如果按伍射击持续进行下去，就会变成无序射击，也会令步兵队列陷入混乱。法军将领保罗-夏尔-弗朗索瓦·蒂埃博（Paul-Charles-François Thiébault）在他为参谋撰写的手册中指出，二列射击在执行良好的情况下极具杀伤力，但必须不时打断射击过程，以便恢复部队秩序。
[44]

 奈伊元帅在他给部队撰写的教令中指出，第2列和第3列士兵对交换步枪秉持怀疑态度，士兵对别人装填的步枪缺乏信心。
[45]

 法军将领安托万-弗朗索瓦·布勒尼耶（Antoine-François Brenier）在19世纪20年代指出，根据某些军官的看法，就像是好骑手不愿意借出坐骑一样，第3列士兵也不希望把自己惯用的步枪交给别人。
[46]

 拿破仑战争的许多亲历者证实了以下说法：第2列士兵在实战中不会与第3列士兵交换步枪，而且第3列士兵往往会无法抗拒开火的诱惑，让子弹从前两列士兵上方飞过，那实际上就是朝着空中开火。
[47]



当部队主要由训练不佳且缺乏经验的新兵组成时，按伍射击就会带来尤为严重的问题。拿破仑的元帅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Saint-Cyr）表示，当吕岑（Lützen）会战（这是1813年战局中的第一场大会战）于1813年5月2日结束后，法军伤员中有许多人伤在手上：有的是手指负伤，有的是手掌受伤，还有的伤在略高于腕部的地方。拿破仑认为这些士兵是自伤，目的在于以负伤为借口逃避后续战斗。眼看着他就要下令从中找出几名士兵枪决，就在这时，有人指出这些士兵实际上是被第3列士兵误伤的。根据圣西尔的说法，原因在于第3列士兵以违背条令的方式展开射击，他们并没有在完成装填后把步枪交给第2列士兵，而是自行开火，于是就误伤了正在举起步枪、拿出通条装填的第1列士兵，而且恰好导致他们手部负伤。圣西尔认为这类原因造成的伤员占了法军此战伤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按照圣西尔的观点，虽然部队在训练中的确有可能按照条令规定的方式开火，但在实战场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48]



应当注意到，人们早在18世纪就已发现后列士兵在射击时偶尔会误伤前列士兵。
[49]

 英军甚至在射击训练中也出现过此类误伤情况。
[50]

 一些法国人也赞同第3列士兵在无序射击中会误伤第1列士兵的看法，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误伤比例并没有圣西尔笔下那么高。
[51]



在莱比锡（Leipzig）会战（1813年10月16—18日）即将到来之际，拿破仑于1813年10月13日下令将步兵队形由三列改为二列。拿破仑在这些命令中指出，第3列士兵在刺刀战和交火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当部队由三列纵深变为二列纵深后，其正面宽度就会增长三分之一，这也会导致敌军将法军兵力高估三分之一。
[52]



应当注意到一点，根据法军1791年步兵条令的规定，在和平时期——此时的步兵营军士、士兵人数均少于战时——训练步兵营时，如果一个连在列成标准队形时凑不够12个伍，士兵就要在列队时将队形变为二列纵深，其后的变向和队形变换也同样要以二列纵深队形完成。
[53]

 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让士兵能够学习如何在正面较宽时完成机动和队形变换。

法军在1814年使用了二列纵深队形。笔者并不清楚法军在1815年百日王朝期间是否继续采用这一队形。拿破仑在退位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他在岛上的看法是步兵必须排成二列，因为第3列的射击不但不准确，还会给前两列带来危害。
[54]

 然而，法军步兵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确凿无疑地回归了三列队形。

不少军队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在19世纪上半叶指出第3列的火力徒劳无益，军队应当将队形改为二列纵深。这里不妨以马尔蒙元帅为例：

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军队中，步兵都排成三列队形，英国军队却排成二列。在我看来，后者要比前者好得多，第3列并没有什么值得存在的理由。

我无须探讨射击细节，只凭经验便可以得出结论。在训练中可以用三列横队展开射击，但这并不适用于战时。法军条令规定要把［第2列的］武器传到第3列手中，让第3列专门负责装填。这种理想状态绝对不可能在交火时出现，漫长的实践也证明了它毫无用处。在就地［防御］时，需要依靠火力展开战斗。那么，最好的队形就是最便于射击的队形，就是能够让士兵更好地瞄准并发扬火力的队形。在实战中，第3列很快就会挤入前两列，因为士兵会从本能出发判断出什么才是最好的队形，但这种变化与命令相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最好还是立即认可二列队形并持续加以使用。
[55]



尽管许多名将提出了支持二列队形的观点，但在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军队的步兵仍然排成三列纵深队形。有人认为第3列的出现会增强前两列士兵的信心。而在战斗中，当前两列里出现人员伤亡时，第3列士兵也可以上前补充。
[56]

 如果损失相对较小，这种补充方式就可以让步兵营在一段时间内不用收紧队列，也就是说可以维持原有正面宽度。二列队形在面临伤亡时需要较快地收紧队列，进而导致各个营之间出现较大的间隔——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步兵营之间的间隔越大，在敌军骑兵的冲击面前就显得越脆弱。于是，第3列士兵就可以让队形留有一些安全冗余。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除了1793—1794年间的普鲁士步兵和1808—1814年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作战的英国步兵外，就只有某些军队的轻步兵习惯性地排成二列横队。此外，英军的条令和训练教令也规定步兵应当排成三列，二列队形只被视为特例，只用于有必要列成较宽队形或单纯依靠火力迎战非正规军（也就是认为敌军不可能发动猛烈冲击）的场合。
[57]

 其他军队只是间歇性地使用二列队形。奥军、普军和其他若干德意志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会把第3列士兵从步兵营中抽调出来，让步兵营里的剩余人员排成二列横队，然后要么把第3列士兵派到前方作为散兵作战，要么让他们也排成二列横队充当预备队，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让这些预备队赶往步兵营两侧，以此延长横队正面宽度。
[58]





冲击



18世纪的步兵战斗队形通常由两条绵长战线组成，战线间的距离一般是300步左右。曾有人在世纪中叶——特别是七年战争期间——尝试过500—800步的战线距离，但不久即被放弃。除了两条主战线之外，有时候还会在第二条战线后方大约300步处再安排一支预备队。

每个营都要展开成横队。相邻两营的间隔在15—20步之间，各营前方30—50步处会配置若干团属火炮，一般情况下是一个营携带2门轻炮。所有的步兵机动都以每分钟65—80步的所谓“常步”完成，常步步速一般是每分钟75步或76步（不同军队的步速和标准步幅往往存在差异，同一军队的步速、步幅也可能发生变化）。18世纪中叶出现了每分钟100—120步的快步，但这种步法一般仅用于队形变换和冲击的最后阶段。

应当注意到一点，当步兵列成基本队形后，只有在原地站立时才能发挥出最强的火力。如前所述，在行进间装填枪支时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在有必要保持队形平整的列队行进中进行装填就尤为困难了。就算只需要展开一轮齐射，且已经取消了第1列跪地的做法，齐射时仍然要让部队停下来：为了让第3列士兵的枪口伸到第1列士兵的胸前，第2、第3列士兵要尽可能向前靠拢，这就导致列间距小到几乎无法列队行进的地步。

在交战中，一方步兵向列成类似队形的另一方步兵所在方向缓慢推进。当步兵发起冲击时，他们会尽力尝试保持不变的冲击方向、平整的队列和一定的各营间隔，让如此漫长、单薄的队形冒着敌军火力在凹凸不平的地形上行进并不轻松。如果一个营偏离了机动方向，就可能导致它接近某个邻近的营并远离另一个邻近的营，如果队列不够平整，就会导致部队在某些地段过度拥挤，某些地段又过于疏开。有些时候甚至需要让全体步兵停下来调整方向，恢复基本秩序，保持队形平整。为了让部队在行进时不至于出现严重偏离方向或队形断裂的情况，就有必要持续不断地严格训练官兵。

不过，要在步兵进入敌军步枪的有效射程后，最困难的时刻才会到来。如果守方步兵站在原地开火，就很难阻止攻方步兵展开还击。攻方一旦开火，几乎就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停止前进，军官也将丧失对士兵的控制力，因为强迫士兵停止射击继续前进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由于第一轮射击最具杀伤力，而远距离射击却几乎毫无用处，军官就会让士兵在开火前尽可能接近敌军。这种做法并不能总是奏效：士兵常会在并未得到射击命令时就停下来开火。无论如何，最后的实际战况还是要么其中一方在最初几轮射击后就开始后退，要么双方步兵在一定距离上站定对射，展开杀伤力并不算很大的无序射击，这种对射可以持续很久，直到其中一方由于匆忙射击和蒙受伤亡而陷入混乱为止，然后，这一方的步兵就会丧失战意，开始撤退。

然而，即便对取胜的一方而言，长时间交火也不算是太好的结果，因为胜利方步兵同样会陷入混乱，而且他们的损失几乎与失败方相当。在许多人看来，通过交火取胜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要发展出全新的进攻方式，让军官能够持续掌控士兵并取得更具决定性的战果。

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关于步兵应当如何展开冲击的诸多观点就已出现。根据其中一种观点，攻方步兵应当进至敌方步兵有效射程边缘，然后按照指挥官命令停下来，以排为单位展开一轮或多轮齐射，然后再根据命令停止射击，恢复冲击。如果敌军并未退却，攻方就应当在前进一段距离后停下来继续射击，然后再度转入冲击。
[59]



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它会让攻势变得不连贯、相对缓慢，步兵火力也会时断时续，可守方步兵却能站在原地持续射击；其次，这种战法并不能确保攻方步兵在停下来开火后还能继续向前推进——士兵可能会脱离军官控制，并不投入持续冲击，而是卷入不算很有益的原地对射。

18世纪上半叶，由于纸质药包大面积取代分开携带的火药和子弹（这发生在17世纪末）、铁通条取代木通条（这在普军中发生于18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奥军和法军中发生于18世纪40年代，英军步兵直至1745年仍在使用木通条）以及装填流程和士兵装填训练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射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增长。因此，步兵冒着火力迫近敌军就变得越发困难，控制射击也愈加艰难。
[60]



面对这种新情况，有人就设计出一种将射击和慢速推进结合到一起的战法。根据这种战法，步兵在进至敌军有效射程边缘后就开始以非常短的步幅缓慢前进。当指挥官下达命令后，步兵营里的一个排就要迅速向前迈出几大步，打出一轮齐射，然后站在原地装填枪支，与此同时，该营其余各排仍保持慢速推进，这样就正好在射击、装填期间赶上这个排。按照和以排为单位射击时相同的次序，下一个排在这时也要向前迈出几大步、齐射、装填，如此反复循环下去。简而言之，完成射击和装填的排要等待其余各排赶上它，然后继续慢速推进，直到再次轮到它射击为止。

如果采用这种战法展开冲击，步兵营的整体推进节奏就不会被打乱，它也能减小全营停止推进、卷入难以控制的原地对射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要成功执行这种战法，就需要非常细致地训练军官和士兵，因为就连以排为单位的原地射击也往往会沦为难以控制的乱射，要在冲击中维持射击次序就更困难了。笔者迄今为止只知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步兵在七年战争中有时会采用这种战法。

在整个18世纪，始终有许多法国军官坚信根本不应当将行进和射击结合起来。吉贝尔认为只能要么站定射击，要么不发一枪地推进：射击会降低冲击速度，继而徒增伤亡，因为就火力而言，原地射击的守方无论如何都比攻方快得多、准得多。虽然普军曾频繁练习将以排为单位射击和慢速推进结合起来的战法，有时甚至将其用于实战，但吉贝尔仍然反对这一战法，他指出停下来射击就意味着攻方丧失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快速、果敢的推进能够给攻方带来自信心，也会令守方在目睹攻方顶着火力迅猛推进后受到震撼，犹豫不定。很多人认为在决心冲击敌军后，就有必要不发一枪、一刻不停地快速冲击，不过也有些人喜欢在大约40步的近距离上打出一轮齐射，以便使敌军陷入混乱，而后立刻发起刺刀冲击。
[61]





刺刀冲击与刺刀战



刺刀冲击就是一枪不发直接冲向敌军，它是所有军队都熟知的标准战术，在线式战术时代得到过频繁运用。与此同时，18、19世纪的许多军官也指出，步兵在开阔地带的大规模刺刀战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62]

 有些人声称他们在戎马生涯中根本就没有见过刺刀战，或者仅仅见过一次。以曾参与过18世纪诸多会战的利涅侯爵为例，按照此人的回忆，他一生中只在莫伊斯
②

 会战（1757年9月7日）里见到过双方步兵拼刺刀，听到过刺刀撞击的声音：奥军和普军在此战中从两边攀登山坡，最终在山顶不期而遇。
[63]



不过，根据诸多目击者的回忆，有时的确会在要塞、居民点或隘路（各类狭窄通道）中发生刺刀战或肉搏战，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双方身处非常有限的空间内，都不能快速撤离战场。就连一些声称自己从未在相对开阔的地带见过刺刀战的人也认可狭窄空间内的刺刀战现象。以亚历山大-路易·安德罗·德·朗热隆（Alexandre-Louis Andrault de Langeron）伯爵为例，他原先是一位法国军官，从1790年起效力于俄军〔他在俄国被人称作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朗热隆一加入俄军，就在当年亲历了苏沃洛夫强击伊兹梅尔（Измаил
 ）要塞的战斗，此后也参与过拿破仑战争中的诸多大战，在战斗中一再看到俄军步兵发起刺刀冲击。不过，他还是在19世纪20年代写道：

……上刺刀［à la bayonnette］。这种表述方式在所有国家的战报中都十分常见，它或许让所有女人和所有未经战事的男人认为这是两支部队发生冲撞，用刺刀相互杀戮，［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我参与过许多战争，可除了强击［assauts］之外，我还从未见过两支步兵真正展开刺刀战，我也从未见过两支骑兵撞到一起，总会有一方在另一方赶到之前就已退却。不过，在我的军事生涯里，总归还是见过两三次骑兵突入步兵当中的情况。
[64]



强击这个术语指的是攻击野战工事或堡垒。所以，朗热隆的结论是，当刺刀冲击发生在开阔地带时，攻防双方中总会有一方选择退却，因而并不会真正发生刺刀拼刺。应当注意到，朗热隆在他的回忆录中的确提到过发生在居民点争夺战中的刺刀战，比如说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
③

 会战中的索科尔尼茨村
④

 战斗和1813年8月26日卡茨巴赫（Katzbach）河会战中的亨讷斯多夫（Hennersdorf）村战斗。
[65]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拿破仑战争中的其他亲历者身上。瑞士人安托万-亨利·德·若米尼（Antoine-Henri de Jomini）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曾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效力于法军，1813年又转投俄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简要地表述了自己对步兵战的观察结论：

……战争时期，在步兵作战中，我所见到的只是预先展开［成横队］的营，它们以连为单位开始射击，然后逐次转入按伍射击；我也见到过纵队自豪地冲向敌人，而敌人或者不等它们冲上去便抢先逃跑，或者在真正交锋前就凭借其沉着冷静、火力或最后时刻转入攻势来抗击这些纵队。我只有在村落和隘路里才见到步兵纵队的真正混战［mêlées］，见到走在先头的士兵上刺刀［à la bayonnette］与敌人战斗，在野外会战的战场上，我还从未见过这类拼刺。
[66]



为何开阔地带的刺刀战如此罕见？可以在拿破仑战争亲历者撰写的著作中找到诸多解释。曾写过一本战争艺术论著（此书于1816年首次出版）的法国工兵将领约瑟夫·罗尼亚（Joseph Rogniat）坚信19世纪士兵的勇气不如古罗马人和高卢人，所以他们宁愿选择耻辱的溃逃也不愿卷入肉搏战。
[67]



法国骑兵将领让-巴蒂斯特-安托万-马塞兰·德·马尔博（Jean-Baptiste-Antoine-Marcellin de Marbot）曾批判过罗尼亚的著作。他认为刺刀战之所以罕见，并不是因为士兵缺乏勇气，而是源于19世纪步兵身处的战场环境与此前大不相同：火器的射程和威力导致步兵第二线和第一线间的距离远大于古罗马时代，这导致第一线步兵在会战的关键时刻不能得到第二线的及时支援

。此外，步兵要想触及敌军，就得冒着猛烈的敌军火力行进很长一段距离，这会导致步兵承受伤亡、出现混乱。在马尔博看来，19世纪的士兵并不比古罗马人缺乏勇气，强击要塞、多面堡和城墙缺口的战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马尔博指出，步兵在这类战斗中时常使用刺刀。
[68]



法军将领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Louis-François Lejeune）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多名元帅的副官，也曾充当拿破仑本人的传令兵，勒热纳的观点与马尔博大致相同：刺刀战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其中一方士兵早已被对方火力打得士气锐减，于是不待对方步兵迫近就开始退却。
[69]

 事实上，就算是在炮火并不猛烈乃至根本不存在，推进中的步兵也根本没有开火的场合，刺刀战仍然不会发生。若米尼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写道：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我们一再看到俄、法、普诸国的纵队常常是不发一弹，夹持着步枪［au bras］就占领敌人的阵地。这是冲力［impulsion］和它产生的精神作用的胜利……
[70]



因此，在刺刀冲击中，之所以其中一方会在刺刀战发生前即告退却，其原因便在于心理层面：要么是守方的抵抗意志不足以坚持到攻方迫近，要么是攻方的决心不足以使其攻入守方队形。法军条令中的术语“手臂持枪”（l’arme au bras）字面意思是“兵器放在手臂上”，在俄军的1811年条令中，类似的持枪姿势被称作“下击锤”（под курок
 ）。
[71]

 在这种持枪姿势中，左手向内弯折，掌心朝胸，步枪竖直向上，枪口朝天，左前臂放在击锤上，右手可以随意摆放。字面意思同为“手臂持枪”（на руку
 ）的术语在俄军中的含义却与法军完全不同，它指的是用双手握住上了刺刀的步枪朝前捅。按照法军条令的规定，士兵应当在听到“拼刺刀”（croisez la bayonnette，字面意思是“交叉刺刀”）命令后做出这个拼刺动作。
[72]

 该动作应当用于迫近敌军步兵和击退敌军骑兵冲击的场合。在回忆录和战报中时常出现的“步兵刺刀相交”（пехота скрестила штыки
 ）的说法也值得注意，有的读者将它理解成一方的刺刀和另一方交叉在一起，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指刺刀战，它只能表明士兵双手持枪向前刺杀。

然而，尽管野战中的刺刀战十分罕见，也不能说刺刀在村落、工事和隘路争夺战以外的战斗中毫无用处。事实上，即便在较为开阔的战场上，刺刀也可能造成很大的伤亡。符腾堡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Württemberg，全名为弗里德里希·欧根·保罗·卡尔·冯·符腾堡（Friedrich Eugen Paul Carl von Württemberg）〕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表弟——欧根的父亲是亚历山大母亲的弟弟——也是俄军的一位将领，他在拿破仑时代参与过包括博罗季诺、莱比锡在内的诸多会战，按照欧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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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下击锤”（
под курок

 ）姿势
	
图6.一个伍的士兵排成三列并摆出“手臂持枪”（на руку
 ）姿势





在100次战斗中，刺刀有99次与其说是用于拼刺，还不如说是用于装饰……只有在早已陷入溃逃的敌军在逃跑途中遇上障碍物，给追击者提供彻底发泄怒火的机会后，我才会看到成功使用刺刀发起的攻击。
[73]



如你所见，符腾堡的欧根指出刺刀极少用于野战。即便出现真正使用刺刀的场合，其原因也并非双方面对面地用刺刀展开搏杀，而是其中早已退却或溃逃的一方在撤退途中被障碍物拖延了步伐，而后被另一方士兵追上，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屠戮，算不上真正的战斗。同样应当注意到，欧根也提到过在居民点争夺战中发生的肉搏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普鲁士艾劳
⑤

 小镇争夺战，它恰好发生于同名会战（1807年2月8日）的前一天。
[74]



在库尔姆
⑥

 会战中，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团长马特维·叶夫格拉福维奇·赫拉波维茨基（Матвей Евграфович Храповицкий
 ）将军于1813年8月29日亲率该团第2营投入刺刀战，此次战斗堪称屠戮逃敌的典型战例。符腾堡的欧根当时是第2步兵军军长，他目睹了这次刺刀冲击。根据欧根的说法，这个营向前推进，展开冲击，在一瞬间就取得胜利，战场上很快就遍布着敌军士兵的尸体，邻近的敌军纵队被吓得当即逃窜。
[75]

 卢卡·亚历山德罗维奇·西曼斯基（Лук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иманский
 ）当时是伊斯梅洛沃团里的一名中尉，后来在19世纪20年代成了该团团长，他在日志中如此描述这场战斗：

……敌军离我们很近，子弹也非常接近我们纵队。这个营无法忍受他们的傲慢，便端起刺刀前进，并在前进之前高呼“乌拉”，赫拉波维茨基一马当先，敌军转而逃跑。我披着一件大衣奔跑，因而精疲力竭，但还是在灌木丛里的一条溪水旁追上了大批敌军，他们挤到一起发生了踩踏。我在这里才头一次看到敌军是如何遭到刺刀的惩罚。我用剑劈砍他们的面部，一个敌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打倒在地，一阵子弹向我倾泻过来，我扔掉大衣，我们仍在前进……最后，［我们］看到敌军出现在左翼，［我军］士兵向左转、开火，接着掉头后退。
[76]



在这个战例中，灌木丛和溪水拦住了正在逃跑的法军。从西曼斯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至少有一名法军试图展开抵抗，但他并没有使用兵器——只是用手抓住了西曼斯基。同样可以注意到，西曼斯基并没有使用“刺刀战”这个说法，而是称其为“惩罚”（наказанием
 ）。同样的用语也出现在俄军将领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巴格胡夫武特〔Карл Федорович Баговут
 ，他是德意志化的挪威裔波罗的海贵族，其德文名为卡尔·古斯塔夫·冯·巴格胡夫武特（Karl Gustav von Baggehufwudt）〕——此人在1812年担任第2步兵军军长——的博罗季诺战报中，他描述了克列缅丘格步兵团反击敌军步兵——敌军当时已经接近了设在土岗上的俄军炮垒——的战况：“一分钟之内，它就将敌军从炮垒里撵了出去，敌人的傲慢受到了俄国刺刀的严厉惩罚，以至于土岗上满是他们的尸体，敌军残部也在此时纷纷逃跑。”
[77]

 许多俄国军官用“残杀”（истребление
 ）来形容这样的屠戮。
[78]



有些时候，这类屠戮也会发生在并没有明显障碍物的地方。在这些战例中，当其中一方逃跑时，交战双方已经非常接近，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逃离前线，接下来另一方士兵就会追上来用刺刀解决问题。有几位英国军官描述过这样的战例，不过他们并没有使用“刺刀战”这个说法，只是将其称作“宰杀”（slaughter）、“杀戮”（carnage）。
[79]



野战工事争夺战的情况也存在差异：某些战斗中的确会发生激烈的混战，博罗季诺会战中法军第一次攻占拉耶夫斯基炮垒和俄军随后展开的反击就是典型的战例，另一些战斗中却不会出现混战。以法国军官纪尧姆·博内（Guillaume Bonnet）为例，他在1812年是第18战列步兵团（该团隶属于奈伊元帅第三军第11步兵师）里的一名上尉，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该团第4营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战斗情况。当第18团接近所谓的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博内称之为多面堡群）时，拿破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这三座箭头堡里的两座。第18团向第三座箭头堡（位于中部或后方的箭头堡）进发，下属各营依次行进，第4营则位于最后。4营营长在此次机动过程中受了伤，博内随后接过了该营的指挥权。三个走在前头的营攻占了第三座箭头堡，博内则将第4营列成纵队，把它部署在箭头堡的壕沟右侧，在谈及后续战况时，他给出了如下描述：

5分钟后，敌军散兵以很不错的队形出现在左侧不远处，一个庞大的纵队则出现在右侧。我将自己的营展开［成横队］，让它一枪不发直接杀向纵队，迫使该纵队退却。完成这一机动后，我们发觉自己暴露在［俄军］大炮的霰弹火力之下，这些大炮位于我上文提到的村庄［谢苗诺夫斯科耶］，我看到这个营不断有人倒下，队形不断裂开，就像是一堵打了眼的墙一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在抵达将村庄坐落的高地和我们隔开的冲沟的边缘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纵队，它正在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推进，第4营里还能走动的那些［官兵］一边朝这个纵队开火，一边转身向后缓慢退却。我们回到了多面堡里，它在面朝俄军的方向上根本没有遮挡，所以根本守不住。俄军冲了过来，想要从我们手里夺下它，这个营的残余部队赶紧撤离。我最后一个跳上胸墙，就在那时，一个俄国兵差点抓住了我的大衣，我一下子跳过了壕沟，他们在极近距离上朝我开了至少20枪，却只能命中我的筒帽。我们退到了靠近第一座多面堡的灌木丛里。
[80]



如你所见，博内并没有提及任何刺刀战或混战：一方前进，另一方退却，然后退却方的生力军出现，已经被火力严重杀伤的前进方转而后退。

在居民点争夺战中，当双方部队在街道上面对面，而且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快速退却或逃跑时，又或是其中一方士兵据守房屋时，刺刀战往往就会发生。在野战工事中，在周围建有高大坚固的栅栏或墙壁的葡萄园、菜园和公园里，如果其中一方士兵发觉自己面临难以克服的路障，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然而，刺刀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会发生，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士兵打算逃跑，随后遭到另一方的追歼。

尽管如此，在18、19世纪之交的战争亲历者回忆录、战报以及其他文献中，人们还是能够找到提及开阔地带刺刀战的诸多记载，甚至能够发现几份非常详尽的描述。然而，其中大部分记载非但不能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有时还会遭到直接否认。许多刺刀战材料中存在着显然有误或非常离奇的情节，很多作者并非参战者，而是只能远远观察战况的外部观察者，他们往往并非步兵，而是骑兵、炮兵、副官或参谋。最后，有些描述并非根据目击情况写成，而是在转述其他人的话。

在那些谈及刺刀实战的拿破仑战争亲历者中，有的人会立即指出这种现象十分罕见。
[81]

 以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库涅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кунев
 ）为例，他后来成了一位用法文撰写著作的知名军事理论家。奥库涅夫在其中一本著作中讲述了他亲自参与的一次刺刀冲击，它发生在1812年8月6日/18日（儒略历在俄国一直沿用到1917年，斜线前的日期是儒略历日期，斜线后是现行公历日期。后文同）的第一次波洛茨克（Полоцк
 ）会战中，由俄军卡卢加步兵团对拜恩步兵发起。在这次冲击中，俄军真正用上了刺刀。奥库涅夫在书中特地提到了一名姓切尔诺夫（Tschernow/Чернов
 ）的士兵，此人卸下刺刀，扔掉步枪——按照奥库涅夫的说法，步枪实在太长，妨碍了他在激战中的运动——然后朝着各个方向一路刺杀所遇之敌（可能是把刺刀当成匕首使用），直到最后被几发子弹撂倒为止。奥库涅夫指出，尽管有许多材料提到过刺刀交锋（chocs à la baïonnette），但它在实战中很少发生（très-rarement）。
[82]



应当注意到一点，到了19世纪中后期，许多军官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以简明扼要的用词基本上正确地描述了刺刀冲击和刺刀战的情况。
[83]

 而在关于18、19世纪战术的最新研究中，这些情况也得到了大体正确的阐述。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阐述仍然不够详尽、深入。
[84]

 虽然朗热隆和其他几位19世纪军官已经告诫过读者不要错误理解军事术语，有的人仍然将“拿起刺刀作战”“端起刺刀冲击”“敌军被一场刺刀冲击打退”等特定说法当成的确发生刺刀战的暗示。在某些出版于20世纪的书籍中——特别是在通俗文学中——你依然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误解的离奇刺刀战故事。



攻防原则与方法



因此，如果刺刀冲击取得成功，守方就会在混乱中转入退却或溃逃，冲击方通常只会因火力蒙受相对较小的损失，因为守方只能打出一轮齐射或匆忙射击2—3次。守方逃离后，攻方就可以展开追击，几乎毫无损失地将守方士兵杀死或生俘。说到底，成功的刺刀冲击只用付出相当小的代价就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这方面来说，它的确要优于交火，后者可能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导致双方蒙受大致相当的惨重损失。

因此，一些坚毅果断的统帅——以18世纪为例，世纪初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和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堪称代表——就企图强迫他们的步兵要么不发一枪投入冲击，要么将射击局限在极近距离上的一轮齐射。他们既依赖己方军官和士兵的勇气与纪律，也寄希望于缺乏勇气和纪律的敌军无法忍受冲击，进而溃逃。

正如我们所知，卡尔的士兵有时并不值得他如此信任——他们会违背命令停下来开火。
[85]

 弗里德里希的步兵倒是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战果。然而，步枪的射速在18世纪中叶大有提升，这就让对方步兵在退却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弗里德里希的步兵造成可观的损失。弗里德里希害怕队列中出现混乱，因而不允许他的步兵快速追击逃敌，这样，敌军在退却一段距离后就有机会停下来重整队形，继续抵抗。

弗里德里希在七年战争之初数次尝试让步兵不发一枪就展开冲击，其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回归将冲击和射击结合在一起的战法。普军要么是采用了上文描述过的“以排为单位的进攻射击”，要么就是停止行进、原地射击、再前进，如果敌军并不退却，就再度停止行进、原地射击，如此反复循环下去。普军时常会在相当远的距离上开火，有时甚至会在200步以外射击，
⑦

 所以，与其说他们想要通过这种射击给敌军造成什么损失，倒不如说是一方面打算诱使敌军开火，一方面让普军士兵忙于射击，使其无暇考虑危险处境。有些时候，普军也会进入敌军有效射程范围内（距离约为100步），然后停下来以排为单位就地开火。弗里德里希注意到，如果双方的近距离交火持续大约一刻钟，奥军步兵就开始动摇，队形也陷入混乱。

如果敌军出现混乱迹象，普军就会停止射击，赶忙端起刺刀前进。如果敌军开始退却，普军则会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下来，以营或半营为单位朝着退却的敌军展开齐射。所以，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完全放弃刺刀冲击，它依然是普军步兵战术中的决定性因素，射击的作用在于为冲击进行火力准备和扩张冲击战果。尽管这种战法并不能让普军充分利用成功冲击带来的战果——当敌军士兵在混乱中退却时，就有可能通过追击将其彻底消灭或俘获——却能让军官充分维持部队秩序，彻底掌控士兵。对弗里德里希的步兵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86]



如果守军并没有退却，而是就地顽强抵抗并向攻方开火，一般而言，推进中的步兵早晚会抑制不住回击的冲动，这就导致冲击陷入停顿，攻守双方重新卷入交火。
[87]

 这样的交火可以持续几分钟，有时也会长达一个多小时。持续交火是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因为双方都会在交火中陷入混乱并蒙受惨重损失。将领和军官穷尽一切方法禁止士兵在冲击过程中开火，就算步兵真的开始射击，指挥人员也会极力阻止士兵开火并要求士兵继续推进，这种努力有时的确会奏效。法军将领纪尧姆-菲利贝·迪埃姆〔Guillaume-Philibert Duhèsme，俄文资料中时常称他为久格姆（Дюгем
 ）〕就提到过发生在卡尔迪耶罗（Caldiero）会战（此战于1805年10月30日在北意大利打响，对阵双方是法军和奥军）中的一个战例：

我看到自己亲手重整的几个营又停了下来，他们正在进行并不能维持很久的按伍射击［feu de file］：我赶过去之后根本看不到敌军的战线，只能从一片烟雾中看到步枪开火、刺刀和几顶掷弹兵帽帽尖的闪光：我们［和敌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能只相隔60步，一条冲沟将敌我双方分开，但我们当时并不能看到它。我进入己方队列之中（它既不紧密也不平直），用手抬起士兵的步枪，让他们停止射击，转而向前推进。我骑在马上，身后有一打传令兵，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负伤，我也没看到步兵中有谁倒下。好吧！我们的士兵刚刚动起来，还没注意到分隔双方的障碍物，奥军战线就开始退却了。
[88]



迪埃姆将这则见闻作为步兵队列持久交火徒劳无功——即便在60步这么近的距离上也是如此（或许迪埃姆有意压缩了距离）——的例证。迪埃姆也注意到步兵队列在交火过程中陷入了混乱。此外，这则见闻还提到了法军转入冲击时带来的有趣影响：尽管冲沟将两军分隔开来，奥军却立刻开始退却。或许法军出人意料的推进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撼了奥军，导致他们在惊恐中选择后退。

让卷入交火的士兵重新向前推进的努力往往会落空，只有从第二线或预备队中抽调生力军投入战斗才能彻底改变交战态势。曾担任拿破仑传令官的法军将领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就讲述过一个关于第1军第5步兵师师长让-多米尼克·孔庞（Jean-Dominique Compans）将军在作战中投入生力军的典型战例，它发生在舍瓦尔季诺（Шевардино
 ）多面堡争夺战（1812年9月5日）中：

孔庞将军走在第57、第61［战列步兵］团前头，率领它们奔赴多面堡所在的高地右侧。与此同时，他派出迪普兰［Dupelain］将军率领第25［战列步兵团］赶赴［高地］左侧，向舍瓦尔季诺方向推进。他将第111［战列步兵团］配置在更偏左的地方，以便该团包抄俄军右翼。孔庞将军在此次机动中遭到了敌军骑兵集群的冲击，但他巧妙地利用了凹凸不平的地形和一处围栏［clayonnage］在骑兵集群面前继续展开机动，甚至将骑兵击退，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很快，孔庞的两个团［第57、第61战列步兵团］就和掩护多面堡左翼的俄军步兵在这一侧［右侧］展开了伤亡惨重的交火。交战双方仅仅相隔10法寻［约20米］，但这一区域的参战部队都只有胸部以上暴露在外。这场血腥的交火持续了三刻钟，它太激烈、声响太大，以致士兵都很难听到将军下达的端起刺刀前进的命令——如果能够展开机动，我军本不会损失这么多人。

至于俄军方面，俄军将领们在这场近距离交火中的损失比我军还要多，他们徒劳无功地劝导自己的部队朝我军开进，夜幕正在降临，战斗却依然悬而未决。孔庞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这个糟糕的处境，他亲自指挥第57［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命人在右侧的围栏上打开缺口，让这个营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en colonne serrée par divisions］向前推进，还将4门各自装填了一份霰弹的火炮隐蔽在该营后方。他率领这个营攻入位于多面堡侧面的俄军最左端，在距离俄军50法寻［约100米］距离时突然露出火炮，让恐怖的霰弹在敌军中肆虐。孔庞发现俄军队列陷入混乱，便抓住这一战机率领该营发起刺刀冲击。敌军在此时向后退却，他们的混乱情况从左翼蔓延到右翼，最终导致他们放弃了坚守很久的阵地退到第二线，我军才得以攻入多面堡。第57［战列步兵团］的这个营在此次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的营长当场阵亡，在迫近敌军的途中还伤亡了200名士兵。
[89]



根据阿里斯蒂德·马蒂尼安（Aristide Martinien）编纂的拿破仑麾下军官伤亡名册，第57战列步兵团在1812年9月5日有1名少校战死、1名少校负伤，此外还有2名军官战死、8名军官负伤，后者中有3人在9—10月伤重而亡。
[90]

 
⑧

 应当注意到，古尔戈几乎不可能知道有什么俄国将领打算让他的士兵投入刺刀冲击。此外，在这一地带掩蔽了士兵胸部以下部位的特殊地物可能就是古尔戈提到的围栏，也可能是交战双方正好处于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所在高地的不同坡面上。

正如前文所述，当刺刀冲击无法进入刺刀战阶段时，其原因纯粹来自心理层面：要么是守方不能忍受攻方的迫近，要么是攻方没有足够的耐心忽略守方的火力或是没有足够的决心与敌军近身交手。攻方要想取得成功，就应当快速冲击，在保持队形的同时既不要减速也不能停顿。尽管如此，步兵在行进中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顿至少在18世纪仍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吉贝尔便曾注意到这样的停顿，而且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士兵在接近危险时因本能而产生的犹豫。
[91]

 此外还有一点众所周知，士兵在迫近敌军时，特别是在遭遇敌军火力时，会出现极强的还击欲望，他们甚至会在并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开火，这就有可能令攻方陷入停顿。为了阻止士兵开火，有的将领和军官命令士兵在冲击前不要装填，或者在已经完成装填的情况下命令下属各团打开药池倒出火药。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总能奏效，士兵有时仍然会继续开火。
[92]



等待攻方步兵冲击的守方步兵应当如何行动？关于这一点也存在诸多大相径庭的看法。许多军官认为一旦攻方进入有效射程（大约300步）范围，守方就应当尽快开火，以便在敌军迫近前尽可能多地打出子弹，给敌军造成尽量大的伤亡，并且诱使攻方士兵开火还击，从而使攻方停滞不前。

其他人则认为守方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开火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在距离敌军太远时展开第一轮射击，它就不能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此后，士兵会匆忙装填射击，其火力也缺乏杀伤力，军官无法给士兵下令，也不能掌控士兵，最后，当守方发觉射击并不能阻挡攻方后，他们就会在敌军迫近时出现动摇，开始退却。从这个角度来看，守方最好是站在原地不要射击，等到敌军进入最能发挥火力的射程后再开火。

法军将领乔治·德·尚布莱（Georges de Chambray）曾参与过拿破仑战争，他在1824年撰写了一篇与步兵战术相关的文章，文中指出：

……如果两个步兵营都已展开［成横队］，其中一个冲击，另一个原地不动，直到那个［展开冲击的营］非常接近后才开火，那么，后者［展开冲击的营］就会因为前者并没有在惯常的距离上开火而慌乱，当它靠近前者并遭遇火力后，就会惊慌或动摇，只能停下来开火还击。如果前者采用另一做法，展开远距离射击，这样的火力就不能造成多少杀伤，冲击方的骨干人员就会抓住战机加快步伐，并且向士兵高呼：“向前，前进，他们开火了，他们胆怯了！”此时，［展开冲击的营］就会击退待在原地的营。
[93]



尚布莱文中的“骨干人员”指的是军官和军士。
[94]



所以，如果守方冷静地原地等待，既不远距离射击，也不显露出任何惊慌、混乱的迹象，就会给攻方造成影响，削弱攻方的自信心：他们看到自己的冲击并不能严重影响守方，开始害怕守方在近距离打出第一轮射击。如果攻方在非常接近守方时遭到第一轮射击，这些射击时常会带来重大伤亡，而且几乎总能在攻方队列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有时，射击带来的强烈影响会导致攻方停下来自行开火，甚至有可能导致攻方掉头后退。然而，攻方军官往往能够强迫士兵重新转入冲击，甚至会出现火力根本无法阻挡攻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原地着手装填枪支的守方就会处于不利境地：他们看到火力不足以阻挡攻方，剩余时间也不够展开装填，便丧失了击退冲击的所有希望，转而陷入溃逃。

有些军官认为守方的最佳作战方式是让敌军进入能够尽可能发扬火力的范围，在近距离上射击一轮后立刻投入反击。攻方看到他们的冲击毫无效果，就会在行进途中逐步丧失信心，他们的队形也会在机动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紊乱，接下来，攻方在守方最佳射程内遭到猛烈射击，蒙受了可观的损失，队形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导致他们放慢脚步乃至彻底停止前进。如果保持完整队形的守方——他们既没有因攻方的冲击而动摇，也没有展开远距离射击——在此时转入反击，那么他们将拥有全方位的优势，攻方不能承受这样的反击压力，于是向后溃逃。

然而，这种战法很难用于实战。事实上，守方在战斗中同样会高度紧张，因此，守方士兵也有可能摆脱军官的控制，忽略投入反击的命令而卷入射击。只有当守方是训练有素、纪律良好的士兵时，只有当军官能够充分掌控士兵、士兵也深知这种战法并了解如何运用时，才能成功完成这样的反击流程。英国步兵颇为成功地运用了反击战法，就连包括尚布莱在内的一些法国人也承认这种战法是法军与英军交战时冲击屡屡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95]



其他军队的步兵在防御中很少会使用类似的战法。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军官和士兵并不了解它，或是虽然了解它却不相信其威力。也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士兵信心不足，认为他们既不够冷静也非训练有素，因而无法成功运用这一战法。还有一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有些军官尝试运用该战法却功亏一篑——他们的士兵卷入射击，脱离控制，最终无法投入反击。要想成功运用这一战法，仅仅让军官了解它是不够的，士兵也必须预先为它做好准备，就算敌军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也必须控制住自己并听取军官的命令。根据尚布莱的说法，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步兵往往会在距离攻方过远的情况下开火。
[96]



步兵应当如何展开冲击？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能达成共识。不同的军队往往偏好不同的观点，就算在同一支军队里，不同的将领和军官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战法。实战中的具体战术处境也会影响对特定战法的选择。刺刀冲击一般会被视为相当冒险的举动：如果遭遇失利，参与冲击的步兵营就会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后退，有时还会遭到敌军的追击，而且即便敌军没有发起追击，要让步兵营在退却中集结起来重整队形也会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队形齐整且占据有利阵地的敌军发起刺刀冲击。只有当敌军并未做好迎击准备——要么正在展开队形变换，要么队形因猛烈炮击或在起伏地形机动而出现断裂，要么敌军在漫长的战斗中筋疲力尽、损失惨重——时，刺刀冲击才能取得极好的战果。为了确保冲击取得成功，有必要选择合适的冲击时机，或以足够猛烈的炮火和/或步枪火力展开火力准备。

法国军官们对应当使用何种队形展开冲击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究竟是使用横队还是使用纵队？如果使用纵队，又应当列成哪一种纵队？因此，这一问题在法军中变得尤为复杂。横队与纵队的理念之争始于18世纪上半叶，但实战中的战术要到18世纪末才真正发生重大改变。后文将会对它展开详细讨论。



退却



让步兵在敌军面前有序退却并非易事。如果步兵在后退时依然面朝敌军，那就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后退，而且即便如此也很可能面临个别士兵掉队，使队列出现混乱和断裂的风险，这会诱使敌军发起猛攻，它很容易导致退却变为溃逃。如果步兵直接掉转方向背朝敌军，敌军也可以紧随其后猛冲过来，退却同样极有可能变为溃逃——如果敌军展开追击，军官有时并不能控制退却中的士兵并让他们转身迎击，反而会出现士兵加速后退乃至朝后跑的情况。因此，退却中的重要原则就是一定不要让所有士兵同时背朝敌军。

第一条步兵战线会以交错队形（法：en échiquier）进行退却：起初让（右起的）奇数营背朝敌军缓慢退却，尽量避免队列中出现任何混乱。偶数营则要留在原地随时准备好击退敌军可能发起的冲击。当奇数营退到留在原地的偶数营后方80—300步（具体距离由地形情况和战术处境决定，一般是150—200步，步枪在这个射程上多少具备一些杀伤力）时，奇数营就要停下来面朝敌军。然后，此前一直留在原地的偶数营就要背朝敌军开始退却，从奇数营的间隔中穿过，拉开大致相同的距离后停下、转身，这种做法此后会一再循环下去。

第二条步兵战线则会集体向后退却，但也要不时停下脚步。如果第二线中的步兵营数量明显少于第一线，第二线步兵营之间也留出了很大的间隔——这种情况频繁出现在18世纪——退却中的第一线步兵营就有可能越过第二线，那时，步兵就应当列成三条战线展开退却。如果敌军试图发起冲击，退却中的步兵营就要立刻停下来转身面朝敌军，全体准备迎击（为了做到这一点，距离敌军最远的步兵营甚至可以略微靠近敌军，以便重建完整的第一线）。当敌军的冲击威胁过去后，退却仍要以原有方式进行。
[97]

 在必要情况下，退却中的部队甚至可以发起局部反击，以此击退走在前头的敌军部队，从而激励己方部队并争取一段时间，确保他们在平稳状态下以较快速度退却。
[98]



步兵战术分析至此告一段落，笔者将在下文对骑兵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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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骑兵



术语、组织与武器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骑兵是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骑兵团一般由3—10个中队（法：escadron；英：squadron；德：Esquadron、Eskadron或Schwadron，不同的德意志军队使用不同拼写方式；俄：эскадрон
 ）组成。骑兵中队的兵力和步兵营一样由自然因素决定：一方面，中队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兵力；另一方面，中队又不能大到难以机动和控制的地步。
[1]



骑兵占地宽度要大于步兵。法军的1810年骑兵条令——它基本是在重复1788年条令，只是进行了细微的调整——指出，由48个伍和2名军士（中队两翼各设1名军士）组成的骑兵中队正面宽度为35—38米（最小的宽度适用于轻骑兵，最大的宽度适用于重骑兵）。
[2]

 根据上述数据，每一名骑兵占据的正面宽度是0.70—0.76米。因此，骑兵队形可以说是相当密集的，队列里相邻骑兵的马镫几乎会挨在一起。18、19世纪之交的骑兵会列成二列纵深的队形。于是，如果相同数量的骑兵和步兵都列成横队，那么骑兵的正面宽度会达到步兵的2倍多。此外，骑兵在队列中的占地深度相当于宽度的3倍。

有些军官认为中队的理想人数是100—120人。
[3]

 然而，实战经验较为丰富的军官们偏爱规模更大的中队——兵力应为150—200人（但不应当超过250人）。
[4]

 由于马匹和马具价格昂贵，将骑兵新兵训练到足以令人认可的水准所需时间也要远长于步兵新兵，因此补充骑兵比补充步兵困难得多。有人认为，让新兵准备好在步兵中服役需要两个月时间，但在骑兵中服役则至少需要一年，要想训练到完备的地步则需要几年时间。
[5]

 18世纪著名的法国军事理论家吉贝尔认为，步兵营里就算有一些训练不佳的新兵仍能投入作战，且不会造成混乱，而在骑兵当中，就连一名缺乏训练的新兵或是一匹未经训练的战马也会导致中队出现混乱。
[6]

 因此，中队在战役之初的人数应当略多于理想兵力，这样就不会因为各类损失而过早地缺乏兵力，骑兵也就不用急于补充缺乏训练的人员和马匹。

在各国军队中，骑兵中队的额定兵力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少的只有100人，多的可达250人，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军队中，不同类型的骑兵中队编制也可能有所不同。骑兵团一般下辖4个中队，但也可能多达6个、8个乃至10个。在18、19世纪之交，同一支军队中不同类型骑兵团的编制同样可能存在显著差别，但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这些差别已经在大部分欧洲军队中消失了。

很难说骑兵的战术单位是中队还是团。在大会战中，骑兵团通常会作为一个整体投入战斗，但骑兵中队的自主性要比步兵连高得多，中队时常会独立行动，小规模战斗中尤其如此。

18世纪末的骑兵分为几个不同类型，其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匹大小上，此外在武器和装备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重骑兵不仅会挑选高大的马匹，在人员选择方面也是如此：军队会尽可能将高个士兵分配到重骑兵部队中。
[7]

 在组建、维持同等数量的骑兵部队时，重骑兵的花费要高于其他骑兵——马匹越高大就越昂贵。

轻骑兵团一般会装备略微弯曲的马刀，重骑兵团则装备直剑。马刀更适合劈砍，直剑更便于刺击，不过你同样可以用马刀刺击、直剑劈砍。骑兵也配备火器：通常会在皮套（holsters）里塞两把手枪，并把皮套放在马鞍前部，此外还会配备一柄通常挂在右肩上的短枪。应当注意到，这种短枪在大部分欧洲军队中称作马枪（英：carbine，德：Karabiner，俄：карабин
 ），但法军中的马枪（法：mousqueton）称呼却大相径庭。不过，在俄军中，喇叭枪（俄：мушкетон
 ，词源为法语词mousqueton）指的是用于发射大口径弹的特制喇叭口枪支。

骑兵存在诸多种类，它们的名称与武器特征或历史起源有关。重骑兵在许多欧洲国家被称作胸甲骑兵（cuirassiers），因为他们身穿金属铠甲——胸甲。

龙骑兵（法：dragons，英：dragoons）在许多军队中是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龙骑兵指的是装备步枪且骑着廉价矮马的骑兵，当时的人们认为龙骑兵并不适合充当正规骑兵。那时，龙骑兵只是在行军时才骑马，作战时就要下马，像步兵一样投入战斗。到了18世纪初，欧洲所有军队中的龙骑兵都成了羽翼丰满的骑兵，不过，许多军队仍然让龙骑兵装备步枪（通常会比步兵的步枪短一些），并略微接受一些步行作战训练，有时也的确会让龙骑兵像步兵一样作战，不过，下马步战还是相当罕见。到了拿破仑战争之初，有些军队的龙骑兵已经彻底切断了和“骑马步兵”的历史联系，也不再装备步枪。

龙骑兵在不同军队中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有些军队里的龙骑兵更接近重骑兵，有些则更接近轻骑兵，英军甚至拥有两种龙骑兵：一种是被视作重骑兵的龙骑兵，一种是轻龙骑兵。在有的军队——特别是法军——中，龙骑兵是介于重骑兵和轻骑兵之间的独立骑兵类型。
[8]



骠骑兵是轻骑兵中最为突出的一类，这个兵种源自匈牙利的轻骑兵。某些军队的骠骑兵团起初就是由匈牙利流亡者组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骠骑兵团开始接收任何适于从军的志愿者，随着兵役制度的引进，骠骑兵也像正规骑兵一样征募新兵。在拿破仑时代，尽管匈牙利骠骑兵只出现在奥军当中，但所有军队的骠骑兵都身着模仿匈牙利传统民族服饰的制服。

此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轻骑兵，如猎骑兵（法：chasseurs à cheval，德：Jägern zu Pferd）、“轻骑兵”（法：chevau-légers）、马枪骑兵（карабинеры
 ）等等。起初，当龙骑兵还只是骑马步兵时，人们有时会将精选出来的龙骑兵称作猎骑兵，后来，在某些军队中，轻骑兵队（临时组建的准正规或非正规骑兵部队）或小股轻骑兵获得了“猎骑兵”称号，这些部队会被配属给正规骑兵，负责侦察和警戒勤务。在1813—1814年的普鲁士军队中，猎骑兵是配属于骑兵团的小队轻骑兵，而在其他军队中，猎骑兵或马上射手会独立编组成团，他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正规骑兵分支。在武器和马匹大小方面，猎骑兵与骠骑兵并无差别。

马枪骑兵这个术语源自马枪这个词，它指的是骑兵使用的短枪。在本书所研究的这一时期，某些军队会从每个中队里挑出16名骑兵，这批骑兵理论上会负责以散开队形作战，其战法类似于步行散兵。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队中却有两个名称与马枪骑兵相同的卡宾枪骑兵团属于重骑兵，他们被编入重骑兵师，而且从1810年起就装备胸甲，此后与胸甲骑兵只是在制服方面存在差异。此外，卡宾枪骑兵自认为是地位最高的骑兵。

因此，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整个骑兵团，那么“猎骑兵”和“卡宾枪骑兵”指的并不是主要用于交火的骑兵，他们都是拥有独特名称的普通轻骑兵或重骑兵，只是配备了这一骑兵分支特有的武器和装备。在某些军队中，普通的正规骑兵并不属于以上任何类型，他们被统一称作“轻骑兵”。

骑枪在17世纪从西欧骑兵的武器库中消失，然而，它在一些东欧国家（波兰、巴尔干诸国）仍然作为一种传统兵器得以保留下来。到了18世纪，某些欧洲（中西部）军队里再度出现了装备骑枪的骑兵。这类骑兵人称枪骑兵（法：lanciers），其名称源于骑枪（法：lance），这种兵器在欧洲起初被称作骑士矛，后来又改称骑兵长枪。而在俄国，装备骑枪的骑兵被称作长枪骑兵（пикинёры
 ）。

到了18世纪末，当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了（波兰）共和国（波：Rzeczpospolita，其领土包括波兰、立陶宛、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上述国家就开始组建由波兰人或立陶宛人组成的独立骑兵单位。这些骑兵被称作“乌万”（波：ułan）或“托瓦日什”（波：towarzysz），他们也装备了骑枪。在拿破仑战争进程中，枪骑兵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进而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军队当中。枪骑兵的兵源并不局限于波兰人：老的枪骑兵团可以接纳任何可用于补充的新兵，新的团则从本国臣民中征募兵源，还有些原先已经存在的骑兵团会集体换装骑枪。

尽管骑枪越发流行，它热情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但仍然存在许多反对装备它的人，有关骑枪利弊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后文将会在讨论骑兵组织、战术总体原则后详细阐述人们支持或反对骑枪的论据，这既是由于这些原则早在大规模推广骑枪之前就已确立，也是因为只有清晰、全面地掌握了骑兵战术原则，才能正确理解支持者与反对者列出的某些论据。这里只需要注意到以下方面就已足够：骑枪在全速冲击中可以最有效地发挥威力，但在速度减慢的无序混战中，随着交战双方混杂在一起，敌军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方向，骑枪在这种情况下就较难使用了。



队形与机动



在18世纪之初，不同军队骑兵的队形纵深在4—6列之间。和步兵一样，骑兵队形的深度在这个世纪里逐步减少。队形纵深越大，敌军炮火导致的损失就越多。此外，骑兵如果以密集的纵深队形展开机动，还会面临许多额外的困难。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人们对于骑兵队形的最佳纵深仍然持有不同意见。以夏尔-埃马纽埃尔·德·瓦尔内里（Charles-Emmanuel de Warnery）将军为例，他曾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一名骠骑兵军官，此人在18世纪80年代初坚持认为骑兵最理想的队形是三列横队，只有在有必要占据较宽正面——特别是小队骑兵需要挡住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军骑兵——的情况下才可以改成二列横队。按照瓦尔内里的说法，弗里德里希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在七年战争之初被迫将他的骑兵变为二列队形。
[9]



与此同时，另一种早已广为流传的看法却是骑兵只需要排成二列队形，第3列不仅完全没有用处，甚至还会带来危害，因为它会让机动困难重重，还可能导致队列里出现混乱——吉贝尔早在18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种看法。
[10]

 在革命战争打响（1792年）时，几乎所有欧洲军队的骑兵都排成二列队形，但以奥军为代表的一些军队仍然要求骑兵排成三列。不过，奥军骑兵很快就采用了二列队形。

一个中队分成2个半中队，每个半中队又分成2个排，所以，一个中队一共包括4个排〔和步兵一样，这些单位在不同军队的骑兵中有不同的称呼，但出于简便起见，这里统一使用“排”（взвод
 ）这个术语〕。骑兵排的数字番号排列方式与步兵排相同：最右侧的被称作第1排，紧靠在它左侧的是第2排，以此类推。某些军队中存在由两个中队组成的作战单位，这种单位在多数军队中被称作分团（division）〔法军则将相当于半个中队的作战单位称作分中队（division）〕。在步兵中，连长身处战斗队形的第1列，其余所有军官都在队形后方，骑兵则有所不同，大部分军队的中队长和排长都位于第1列前方。

骑兵的队形与队形变换与步兵大体相同。在步兵中，让排横队正面围绕一翼旋转一定角度被称作侧转，骑兵则把这个动作称为轮转（заезд
 ）。步兵和骑兵的主要区别在于骑兵不能像步兵那样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这是因为马匹的纵向深度大约是横向宽度的3倍，所以骑兵在队列中就不能像步兵那样转身。
[11]

 骑兵在侧向行进时通常要以3个伍或4个伍为单位集体行动。

18世纪中叶的骑兵战线时常由连续不断的诸多中队组成，这样的队形被称作墙式队形（法：en muraille）。然而，这种队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战线在凹凸不平或存在障碍物的地带行进时，马匹就会挤到一起，结果，邻近的骑手会相互挤压，混乱状况也会迅速蔓延到同一战线的友邻部队中，有些部队的队形甚至会出现缺口。18世纪的骑兵时常以庞大集群在两军侧翼投入作战，他们往往会列成典型的漫长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墙式队形的缺陷就尤为明显了。正如瓦尔内里所述，列成密集连续队形的骑兵即便能够成功发起冲击，也会陷入邻近中队混杂在一起的纷乱状况，部队也很难恢复秩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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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10年条令规定的法军骑兵中队队形



A.胸甲骑兵或卡宾枪骑兵中队

B.骠骑兵或猎骑兵中队

C.龙骑兵中队

1.上尉（capitaine）

2.中尉（lieutenant）

3.少尉（sous-lieutenant）

4.上士（maréchal des logis en chef），相当于步兵中的上士（sergent-major）

5.中士（maréchal des logis），相当于步兵中的中士（sergent）

6.军需下士（brigadier-fourrier），相当于步兵中的军需下士（caporal-fourrier）

7.下士（brigadier），相当于步兵中的下士（caporal）

8.列兵



中队各辖2个连，每连各有一套军官和军士阵容，中队在战时会划分成4个排或2个分队。

中队长是两位上尉中资历较老（即获得上尉军衔较早）的一位，他位于中队正前方，另一位上尉殿后。

中队长和排长位于第1列前1步处（第1列战马的马头和军官坐骑的马臀相隔1步），殿后的军官和军士（上尉除外）应当位于第2列后1步处（测算距离的方法类似），殿后的上尉应当位于第2列后3步处。位于第2排左翼的上士需要手执中队旗。

号手并未出现在图中，通常情况下，当骑兵团作为一个整体投入战斗时，团里的所有号手要集中到团横队正后方20步处。

根据条令规定，每个龙骑兵中队应当抽出1个排的侧卫骑兵（至少16名列兵）负责散兵战。


即便在大体平整的战场上，密集连续的骑兵战线也时常会彻底陷入混乱，1759年8月11日的明登（Minden）会战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战例。法军骑兵以中队之间毫无间隔的队形向英国和汉诺威步兵发起冲击。战马在冲击过程中涌向队形一翼，因而发生了激烈碰撞，弄得人仰马翻。冲击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许多骑兵不幸落马，要么摔断四肢，要么被踩踏。
[13]



许多军官认为相邻中队需要留有一定的间隔，这样，即使某个中队出现混乱或轻微侧向移动，也不会影响邻近中队，骑兵战线也能够较为顺利地展开机动和绕过障碍物。不过，关于间隔大小还存在诸多不同意见。在18世纪，有些军官要求中队之间留出很大的间隔。以瓦尔内里为例，他认为间隔宽度应当达到20—25步。这既可以确保中队完全自由地展开机动，也不至于留出太大的缺口。此外，如果骑兵以高速连续行进，每个中队的宽度都会有所增长，间隔宽度也会相应地显著减少。
[14]



有些骑兵则较为谨慎，以符腾堡骑兵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冯·俾斯麦（Friedrich Wilhelm von Bismark）为例，此人参与过包括1812年远征俄国在内的拿破仑战争，也撰写过几本有关骑兵的论著。他认为相邻中队的间隔应当不超过9步或中队正面宽度的八分之一。根据他的说法，这样的间隔在冲击中几乎会彻底消失（这显然是由于中队正面在冲击过程中变宽了）。然而，他也承认在起伏地形中作战时应当留出更大的间隔。
[15]

 因此，相邻中队的最佳间隔还是取决于具体的作战环境。



基础战术



18世纪初的人们对骑兵战术有着若干不同观点。在许多军队中，正规骑兵骑着高大的战马，接受列队射击并在机动中维持队形的训练。这样的做法削弱了骑兵的机动性，限制了它发起决定性冲击的能力。在18世纪上半叶乃至此后的七年战争中，奥军骑兵在迎击敌军时往往会原地不动，举起马枪射击，又或是以快步发起冲击——冲击时常常会拔出手枪开火，直至距离敌军仅有几十步时才握紧直剑。

骑兵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得到了长足发展。弗里德里希登基之初，普鲁士骑兵规模相对较小，他们骑着高大的战马，接受了良好的射击训练，但几乎无法展开决定性冲击。在1741年4月10日的莫尔维茨（Mollwitz）会战中，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奥军骑兵将普军骑兵彻底逐出战场。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开始针对骑兵进行激进改革，他既扩充了骑兵兵力，也改变了骑兵战术。通过为期数年的系统训练，普军骑兵成功掌握了在冲击最后阶段加速到袭步（法、德：carriere，即全速跑步）并大体维持平整、密集队形的战法。短短几年内，弗里德里希的骑兵就在战场上有了出色表现，很快便成为全欧洲的样板，甚至到了18世纪末，其他军队的骑兵仍然都或多或少地沿用普军战法。

因此，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人们关于骑兵的最佳作战次序已经不存在重大争议：所有人都极力主张不论作战情形如何，都要让骑兵手执冷兵器高速奔驰，对敌军发动决定性冲击，而且也都认为绝不能在冲击中使用火器，此外，只有在部队前方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物时才可以待在原地以火力迎击敌军的冲击。然而，这样的消极防御战例和在冲击中使用马枪、手枪的战例后来仍会出现，甚至在拿破仑战争中也不例外。不过，这种现象已是相当罕见，而且通常也会导致使用火器的一方败北。

因此，虽然革命战争之初有关步兵在攻防中应当采用何种战术存在诸多观点，但骑兵战术的情况却与步兵截然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手执冷兵器的决定性冲击就是骑兵的最佳战术。骑兵以慢步开始冲击，然后根据口令或信号逐步加快速度，依次采用以下步法：快步（法、英：trot，德：Trab，俄：рысь
 ）、跑步（法：galop，英：gallop，德：Galopp，俄：галоп
 ）、袭步（俄：карьер
 ）。

骑兵采用某一特定步法时究竟速度如何？关于这一点存在不同的估值。此外，这一时期的作者往往会使用与上文列出的术语略有差异的步法术语，比如说小跑步（法：petit galop，英：canter，德：kurzen Galopp，俄：короткий галоп
 ）、大跑步（法：grand galop，英：full gallop，德：gestreckten Galopp，俄：полный галоп
 ）等等。骑兵在使用慢步时速度约为每小时5.2—6.5千米，快步时是每小时12—15千米，跑步时是每小时18—24千米。骑兵以袭步行进时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以上，但这种高速并不能维持多久，因为它会导致战马很快就疲惫不堪，速度随之锐减。可以从这一时期的骑兵条令和拿破仑战争后出版的手册中找到一些与骑兵机动力相关的数据。骑兵部队可以用跑步——每分钟行进150沙绳或500步（320—355米）——行动6分钟而不至于累坏马匹。骑兵可以在不耗尽马力的前提下用每分钟360步（255.6米）的快步行进半个小时。因此，骑兵通常会以自由步法——每分钟150步（106.5米）——行军，但在长途行军中，他们的速度会降到每分钟125步（88.75米）或每小时5俄里（5.335千米）。
[16]

 应当注意到，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庞大且多少有些密集的骑兵集群的机动。散开的骑兵能够以略快于集群的速度推进，独自骑在良马上的骑手也会比集群快得多。

有人在18世纪总结出一条骑兵冲击的成功法则：“在保持队形齐整的同时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
[17]

 在骑兵与骑兵对战的场合，既能保持队形紧密有序，同时又能在双方接近的关键时刻以更快的速度前进的一方几乎就握有全部胜算。

然而，速度与队形终究是难以兼顾的，通常情况下，骑兵只能二者择其一。如前所述，在骑兵机动期间，奔驰的战马会往队形侧面散开，所以中队的正面宽度有所上升。俾斯麦也指出骑兵在冲击中会打乱队形，因为冲击需要人马竭尽全力，可战马的马力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18]

 此外，当骑兵转入跑步行进时，有些骑手还会冲到大队前方，法军骑兵、拿破仑战争的亲历者阿贝尔-让-米歇尔·德·罗卡（Albert-Jean-Michel de Rocca，他在第2骠骑兵团服役）对此给出了解释：

当一个骑兵团或骑兵中队以纵队或横队发起冲击时，一旦开始跑步，它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队形：马匹会相互刺激，变得越发活跃，那些骑着最好战马的骑兵通常会远远地走在其他人前头，这就破坏了战斗队形。
[19]



另一些军官也指出骑兵在高速行进时会导致队形逐渐变深：骑在最好战马上的最勇敢的骑兵冲在前头，骑在最差战马上的最怯懦的骑兵则会落在后面。
[20]

 因此，在骑兵冲击过程中，有必要尽力调和保持队形齐整和在迫近敌军的关键时刻维持高速这两个难以兼容的条件。如果以相对较低的速度行进，就可以保持相对较好的队形。

要想在骑兵冲击中取得胜利，迅疾的冲击速度和齐整的战斗队形这两者谁更重要？关于这一点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一些理论家认为骑兵不应当竭力追求高速，而应当尽可能地保持紧密队形，甚至要将紧密队形保持到接敌时刻为止。然而，大部分经历过实战的骑兵军官都认为有必要在冲击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即将接触敌军时——尽力提高速度。笔者将在后文对速度与队形之争展开详尽讨论，这里则会探讨另一个问题：骑兵间的交战通常会如何告终？

在描述骑兵冲击的效果时，18—19世纪的文献常会使用“突击”（шок）这个术语。不同的作者往往会使用这个术语的不同含义：有些人用突击指代最后一个冲击阶段，也就是骑兵以最快速度冲向敌军的阶段；有些人则用突击指代双方骑兵的交战。然而，双方骑兵在冲击中列队高速撞击的战例事实上从未发生，18、19世纪的许多战争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指出过这一点，很多理论著作也提到过这种情况。吉贝尔就写道：

有人认为突击的力量源自马胸的撞击，这是一个极大的空想。1.从物理角度而言，马匹的生理结构让它们不能以那种方式展开撞击。2.骑兵的士兵和马匹的天性不可能让战马列成那么好的队形。一般而言，当两个中队里有一个发起冲击时，双方既不会抵达敌方［原先所处位置］，也不会在原地坐等敌军。其中那个速度较慢、队形较乱而且较为缺乏勇气——这一点最为重要——的中队就会动摇、自乱阵脚、两翼打转，最终要么直接溃逃，要么在经历十分短暂且并不激烈的战斗后退却。不过，如果两个中队由同样久经沙场且训练有素的人马组成，那么冲击就会以下列方式进行：双方的横队相互贯穿，战马主动寻找间隙，骑兵卷入贴身近战［corps à corps，字面意思是“身体对身体”］，战斗甚至会发展到某个中队进入另一个中队后方的地步。在这场混战［mêlée］中，马匹更灵活、人员更干练的一方将取得胜利。
[21]



如你所见，吉贝尔认为，在绝大多数骑兵战的关键时刻，速度较慢、队形较乱的一方要么在双方卷入近战前就溃退，要么在展开短暂的微弱抵抗后还是向后溃逃。如果双方情况大体相近，那么两军骑兵就会卷入近战，由于战马都竭力穿过敌方战马间的空隙，交战双方的中队有时候甚至会互相贯穿。显然，这只会发生在双方的骑兵战线都不再平整、密集的时候。

有些军官坦率地指出绝大多数骑兵对战都不会发展到面对面战斗的程度：其中一方往往会在双方接近前就直接溃逃。原因便在于溃逃方的骑兵因为种种原因比另一方更害怕突击。至于两条骑兵战线坚定地相向而行，直到相距仅有50—60步时其中一方突然掉头逃跑的战例，俾斯麦认为只有深入人类的内心才能找到原因。
[22]

 笔者在此还可以摘引马尔蒙元帅的论述：

骑兵的作战目的就在于进行贴身近战［corps à corps］，骑兵必须用冷兵器与敌军交战，冲向它、击倒它、追击它。追击敌军是骑兵的惯有职能，因为骑兵撞击的情况很少发生，当双方骑兵遭遇时，较为缺乏信心的一方就会停下来转身逃跑。
[23]



如你所见，许多作者认为在骑兵对战中几乎不会出现高速撞击的情况，因为其中一方在冲击的最后阶段往往会丧失信心，因此非但不会继续以袭步向前猛冲，反而会放慢步伐，甚至在双方靠近前就转身逃跑。骑兵对战是忍耐力的比拼：哪一方更早将忍耐力消耗殆尽，那一方就会因快速接近敌军而变得慌张、队形混乱、速度减慢，进而向后逃跑〔这几乎会立刻转变成被称作“翻转”（опрокидывание
 ）的全面溃逃〕。

不过，正如吉贝尔所说，有些时候骑兵对战中的确会出现贴身近战，尽管这种近战时常相当短促——早在双方接近之前，其中一方就已经比另一方更混乱。有些作者坦率地指出，只有在冲击结果已经注定后骑兵才会用到兵器，而且战斗只会持续很短时间。
[24]



一些作者甚至声称冷兵器在实战中几乎纯粹用于追击阶段，也就是被冲击获胜方用于砍杀虽然逃跑却又尽力回头抵抗的对手。以著名的俄国作家法杰伊·韦涅季克托维奇·布乌哈伦（Фадд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ич Булгарин
 ）
⑨

 为例，他在血统上是波兰人，曾于1806—1808年效力于皇储殿下康斯坦丁大公枪骑兵团，然后又在所谓的波兰军团骑兵里待过一段时间，还曾随军团前往西班牙为拿破仑而战，他写道：

我总是一再对那些作家的胆量感到惊讶，他们甚至没有远远围观过战斗，就敢于描述会战，谈论作战行动！比如说，没有参与过骑兵战的人就不可能对它有清晰的理解。许多人想象对阵双方的骑兵或是互相猛冲过去，然后面对面地劈砍或刺击，直到其中一方退却为止，或是其中一方骑兵待在原地等待另一方前来交战。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训练或演习中。在实战中，一方的骑兵集群会发起冲击，另一方就会向后退却，与预备队会合后再调转马头发起冲击，将敌军击退。这样的波动将持续到其中一方的骑兵集群彻底将另一方逐出战场为止。在永不间断的波动中，骑兵总会劈砍、刺击那些落在后面的家伙，也就是正被他们追杀的家伙。
[25]



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骑兵对战中有时的确会出现面对面的搏杀。然而，在这些搏杀场合，要么双方骑兵的队形已经不再紧密，要么双方就没有以最高速度向前冲击，而是在最后阶段约束住战马，以慢速前行，当然也可能是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从吉贝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对阵双方的中队有时会混杂在一起乃至相互贯穿。在拿破仑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中可以找到若干贯穿战例。
[26]

 不过，如果其中一方的战马能够成功从另一方战马之间穿过去，那就显然可以看出要么相邻战马的间隔已经大到足以让骑兵通过，要么骑兵队形已经彻底断裂，从而出现了明显的缺口。

一些骑兵对战记载表明对阵双方在冲击的最后阶段有时非但不会根据条令和教令的规定全速向前猛冲，反而会停下来。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沃尔孔斯基（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
 ）曾回忆过他在1807年1月25日/2月6日的霍夫
⑩

 （位于东普鲁士境内，俄军后卫在此阻击法军）战斗中看到的一幕：

在这场战斗中，我目睹了骑兵冲击那令人瞩目的特点：伊久姆骠骑兵团奉命攻击一个正在向它推进的法军骠骑兵团。这两个团就像两堵墙一般朝着对方猛冲过去，可等到它们进入对方的手枪射程后，双方突然都停了下来。战场上只能听到军官们的吼声——“вперед
 ”（俄语词，意为“前进”）和“en avant”（法语词，意为“前进”），但两个团都没有向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分钟，不过，伊久姆团一位名叫贡德施特鲁布（Гундерштруб
 ）的中队长无畏地朝着一名法军中队长猛冲过去，将他打下战马，这就给伊久姆团的士兵们发出了前进信号，法国团被击溃并遭到追击。
[27]



沃尔孔斯基提到的这位军官的正确姓氏是贡德施图布（Gunderstub/Гундерштуб
 ）。卷入战斗的法军骠骑兵团可能是3团，根据马蒂尼安的军官伤亡表册，该团在霍夫战斗中有1名少校战死，2名上尉负伤。
[28]

 有的作者估计手枪射程仅有15步。
[29]

 曾于19世纪20年代在骑兵军校担任教师的法国军官弗朗索瓦-夏尔-尼古拉·雅基诺·德·普雷勒（Francois-Charles-Nicolas Jacquinot de Presle）讲述过1812年10月23日发生在西班牙战场的类似战斗。当时英军正从布尔戈斯（Burgos）后撤。英军后卫部队据守在比利亚德里戈（Villadrigo）镇附近的一条小河后方。法军第15猎骑兵团经由唯一一座桥梁过河并开始列队，它很快便得到了一个贝格枪骑兵（lanciers de Berg）中队和宪兵辅助部队（gendarmerie auxiliaire）的支援。当猎骑兵中队列队完毕后，法弗罗（Faverot）上校便发动了攻击，英军骑兵展开了反击，两条骑兵战线先是相互迫近，而后停下脚步。双方都在原地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一名法军下士用马刀劈砍了一名在他面前的英军骑兵。随后便是一场全面混战，法弗罗上校和第15猎骑兵团的其他8名军官负了伤。
[30]



上述战例中，在所有条令和教令都规定应当加速的时刻，某些不确定因素却导致双方都减慢了速度，使得他们都停下来，迟疑不定地在原地对峙，就连军官们的“前进”命令也无法奏效，最终是某一个人主动攻击敌军的表率作用才促使部队全体投入战斗。有些时候，骑兵会在停顿时违背一切教令规定，主动使用手枪或马枪射击。俄军参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
 ）在自传中提到过博罗季诺会战前四天（1812年8月22日/9月3日）发生的一个战例：

8月22日，我在格里德涅沃［Гриднево
 ］附近首次手持马刀参与战斗……击退了法军骑兵对我军发起的冲击。在这次冲击中，双方相向而行直到遭遇对方为止，但进入手枪射程后便停下来开始射击。射击完毕后，我军向法军施压，法军掉过头来背朝我军飞快地逃跑，我们追击了大约半俄里……绝大多数骑兵冲击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如此，很少会出现双方迎面对砍的情况。
[31]



在这个战例中，按照笔者的理解，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双方并没有面对面地战斗：俄军骑兵在结束“停顿”和交火后刚刚再度前行，法军骑兵就立刻逃跑了。

很难说这样的停顿发生频率有多高，但它们有可能相当常见。以著名的军事史学家、拿破仑战争亲历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为例，根据他的描述，1813年10月14日的利伯特沃尔克维茨（Liebertwolkwitz）骑兵战就是这样进行的：

当某个［团］全体出动冲击其他团时，交战双方一次又一次地在相距几步时停下，然后冲上去砍杀，被击退的一方会退往预备队方向……
[32]



有些记载会明确指出双方骑兵在迎面冲击中相互砍杀，但并没有提到停顿或减慢速度，不过骑兵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放慢了速度，导致双方遭遇时都以慢速行进。

所以，骑兵的正面冲击可能会产生以下几种结果：

1.其中一方在迫近过程中的某个时刻转身逃跑；

2.双方在最后阶段减慢速度，白刃战随之发生，最终以其中一方逃跑告终；

3.双方在距离很近时停顿下来，其中一方在某位模范影响下投入近身肉搏，最终以另一方逃跑告终；

4.双方相互贯穿。

从上文摘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第一种情形最为典型，第二、第三种要罕见得多，第四种或许最为少见。在第一种情形中，双方的冷兵器通常都不会派上用场，或者只会在追击中得到运用：胜方骑兵成功追上负方骑兵大加砍杀，负方骑兵也回过头来应战。在第二、第三种情形中，白刃战往往十分短促，其后的结果与第一种相同，一般仍会发生追击。在最后一种相互贯穿的情形中，如果双方都保持高速，那么参战者至多也就有时间砍杀1—2次。因此，骑兵的白刃战并不会频繁发生，即便发生也都很短促，所造成的伤亡也不会很大。而在骑兵白刃战后，如果获胜方能够猛烈追击失败方，就可以给后者造成重大损失。

然而，即便真正用上了冷兵器，因此而死的人一般也不多——马刀在劈砍中很少能触及要害部位。有不少战例表明参战者可以在受了几十处刀伤后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迅速返回一线。
[33]

 马刀只有在砍到脖子或并无防护的头部时才非常危险，但劈砍一般都落在四肢上。刺击则要危险得多。法国骑兵军官安托万-福蒂内·德·布拉克（Antoine-Fortuné de Brack）在1807—1809年间效力于第7骠骑兵团，此后担任过爱德华·科尔贝（Édouard Colbert）将军的副官，1813—1815年间又效力于第2近卫轻枪骑兵团，他在1830年成为某个猎骑兵团的团长，并在为该团军官撰写的教材中强烈推荐使用刺击：

唯有刺击方可杀人，其他的攻击方式只能伤人。

刺击，尽可能地刺击！你刺到的一切都会被打倒在地，躲开刺击的敌人也会士气全无。除去上述优势外，你在保持刺击姿势时自己始终处于防御姿态，因而不会陷入危险。

在第一次西班牙战争
⑪

 中，我们的龙骑兵依靠刺击赢得了极大的威名，令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军心动摇。
[34]



有几位法国军官和英国军官注意到法军骑兵主要使用刺击，英军则主要使用劈砍，而且往往砍不到目标。此外，劈砍带来的伤口虽然看起来相当恐怖可憎，却很少能致命，而刺击造成的伤口则要致命得多。
[35]



在18—19世纪的军事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们就武器、队形、战术等各种因素中谁才是骑兵取得胜利的根本要素展开了诸多争论——究竟是队形和队列密集程度、速度、士气抑或兵器？
[36]

 许多经验丰富的骑兵军官认为士气最为重要。以俾斯麦为例，他就认为骑兵作战时用到的精神力量要多于物质力量。
[37]

 布拉克说得更为明确：“骑兵的战斗力里有四分之三是精神力。”
[38]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其他因素就丝毫没有影响，不然，那个时代也就不会有许多同样经验丰富的军官指出它们对冲击的胜利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按照雅基诺·德·普雷勒的说法，骑兵在迎面高速冲击过程中转而逃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害怕可能发生的冲撞。
[39]

 不过，速度也会产生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冲击最终阶段的高速前行不仅能够威胁敌军，而且还能够鼓舞己方士气，使得他们不惧危险，或者至少可以减少双方交会所需时间，从而使己方骑兵无暇顾及自身危险。即便对步兵而言，若是可以在进攻的最终阶段展开快速、坚定的冲击，也能获得相当的信心，对于速度远快于步兵的骑兵来说，高速冲击带来的精神作用显然也要大得多。吉贝尔注意到高速冲击可以令骑兵忽略危险，让懦夫和勇者一同前行。
[40]

 布拉克则把猛烈冲击比作醉酒。
[41]

 因此，在骑兵对战中，速度不仅仅意味着速度，但它并不会通过物理撞击去影响他者，而是通过影响对战双方的心理改变其他因素。

然而，如果骑兵待在原地不动或缓慢前行，那么发起高速冲击的敌军就可以轻易将其击退。这样的战例时常出现在18世纪中前期的战争中。以1745年9月30日的索尔（Sohr或Soor）
⑫

 会战为例，普军胸甲骑兵对奥军骑兵发起冲击，后者并没有展开反击，而是站在原地打算用马枪射击，结果，50个奥军中队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被普军打退。
[42]



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骑兵并不能坚守阵地，因为它在阵地上无法挡住敌方骑兵的冲击，也不能成功地与敌方步兵交火。此外，待在原地的庞大骑兵集群也会成为敌方炮兵的好靶子。对骑兵而言，守卫阵地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准备夺取阵地的敌军发起坚决反击。因此，按照时人的建议，奉命坚守某块阵地的骑兵并不会身处它应当守卫的地方，而是位于该地后方几百步处（大约相当于一次冲击的距离）。

如前所述，在影响到冲击胜负的种种因素中，除了速度之外，队形和密度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吉贝尔的说法值得重申：

一般而言，当两个中队里有一个发起冲击时，双方既不会抵达敌方［原先所处位置］，也不会在原地坐等敌军。其中那个速度较慢、队形较乱而且较为缺乏勇气——这一点最为重要——的中队就会动摇、自乱阵脚、两翼打转，最终要么直接溃逃，要么在经历十分短暂且并不激烈的战斗后退却。
[43]



一本出版于1821年、供青年军官使用的俄国手册指出：“在骑兵的正面冲击中，哪一方骑兵以更好的队形和更快的速度冲向对方，那一方就会取得胜利。”
[44]



在密集队形中，身处第1列且正以高速行进的骑兵并不能停下或转身——除非他恰好位于队形侧翼。正如瓦尔内里所述，在冲击失败的场合，率先掉头后退的是位于中队两翼的骑兵。
[45]

 第2列的人员也可能会拖在后面，那本供青年军官使用的手册指出：“随着骑兵越发接近敌军，他们［第2列人员］就会不着痕迹地勒紧缰绳，控住战马，最终甚至会落在后头。”
[46]

 布拉克就解释说，那些位于中队后方、充当“队列收拢人”的军官和军士的职责之一便是把那些落后分子送回队列里。
[47]



所以，在冲击的最后阶段，随着骑兵越发迫近敌军，出于种种原因，最怯懦的骑兵就会愈加丧失信心，越发放慢速度，队形也就不再齐整。在冲击的最关键时刻，一些落在后头的骑兵最终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于是转身后退，此例一开，其余人员也就跟着他们一道逃跑。即便是那些最勇敢的、冲在前头的骑兵，也会因意识到自己得不到支援而被迫跟随其他人后退。
[48]



雅基诺·德·普雷勒曾给出过解释，在冲击过程中，导致队形混乱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某些骑兵的怯懦和其他人的过度冲动。松软、凹凸不平又或是出现了障碍物的地形会导致骑兵难以机动，进而扰乱骑兵队形，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必要向前冲击，最勇敢的骑兵也会因为害怕得不到支援而不敢前行。此外还存在其他因素，比如说骑兵可能会在距离敌军太远时过早地转入跑步，等到双方迫近时，骑兵队形已经跑乱，有的中队甚至还会偏离正确行进方向，开始沿着侧向奔跑。此外，被敌军炮火杀伤的人员和马匹也能拖延骑兵的行进，导致队形出现断裂。结果，当敌军反过来向前冲击时，所有人都意识到己方已经无力战斗，于是转身逃跑。
[49]



所以，在骑兵对战中，哪一方能够较好地维持队形和人员密度，并且在双方交会的决定性时刻达到最高速度，那一方就几乎握有全盘胜算。然而，同样必须认识到物理和几何因素——机动速度、兵器和队形——并不能直接影响冲击结果，它们都是通过改变交战双方骑兵的心理来影响战况。在上述因素中，速度和队形的影响力最大，兵器的影响力只能排到第三位，因此，有些军官甚至认为兵器根本无法决定冲击结果。

高速冲击和保持队形这两者谁更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有过相当激烈的讨论。有些人认为让队形保持平整紧密比在冲击中达到高速更重要。拿破仑战争的亲历者、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若米尼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主张让骑兵以大快步（grand trot）发起冲击，直到与敌军交会的时候才加速到跑步，这是因为袭步会导致骑兵分散、队列散乱（他只承认跑步冲击在对付原地不动的骑兵和未及列阵的步兵时有用，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骑兵需要尽快通过步兵火力区域，并且不能给步兵留下足以恢复队形的时间）。
[50]

 还有许多人主张高速冲击至少和保持队形同等重要，甚至比后者更为重要，但并没有人能对此给出最终结论。

或许何种因素最为重要还要取决于具体情况：骑兵的组成（如果骑手经验不足、战马品质差，骑兵的队形就会在高速行进时迅速陷入混乱）、战术情形（在奇袭敌军时有必要阻止敌军重整部队，这就是此时需要尽快冲击敌军，即便导致己方队形错乱也在所不惜的缘故）、兵器（若米尼注意到对枪骑兵而言，尽可能保持平整、密集队形可谓极为重要
[51]

 ——在单兵交战中使用骑枪要比使用马刀困难得多）等等。

因此，骑兵在冲击中的确有必要尽可能地达到高速，但同时又得维持队形紧密平整。然而，只要骑兵队伍在起伏地形中稍微行动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扰乱队形：有的马匹比其他马更快、更有耐力，有的人员比其他人更勇敢、更冲动，有的骑手会因为不平整的地形放慢速度，有的则需要绕过障碍物，因此，队形很快就会崩溃。此外还有必要保持马力，不能过早地累到战马。这样便只剩下一种解决方法：以低速靠近敌军，在最后几百步中改为高速，只有在距离接敌仅有几十步时才达到全速。尽管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仍然相当难完成。

前文曾提及普鲁士军队在18世纪40年代发展出一套最有效的骑兵冲击方式。当普军骑兵在莫尔维茨会战中被奥军骑兵击退后，弗里德里希就着手改革骑兵，经过大约15年的不断训练，普军骑兵终于能够以跑步完成冲击的最终阶段：起初是几十步，然后是几百步，最终，到了18世纪50年代，弗里德里希开始要求他的骑兵跑步行进1000步以上，其中最后几百步不仅应当保持队形，还要采用所谓的“全速跑步”。
[52]



然而，瓦尔内里在描述七年战争中普军骑兵集群的典型冲击时采用了较为保守的数据：根据他的说法，骑兵在距离敌军150—200步时从快步提速到小跑步，进至距敌70—80步时用马刺催促战马以大跑步前进，但并不放开缰绳，这是因为所有战马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飞驰，骑兵仍需要控制马匹维持队形，等到距敌仅有20步时才以最高速度向前猛冲。
[53]

 或许弗里德里希在训练中对骑兵的要求高于实战需求。

骑兵要获得这种能力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会付出一定的牺牲。据说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对骑兵训练中发生的众多事故感到惋惜时，普鲁士骑兵名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赛德利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答道：“要是陛下您因为几个家伙摔断脖子而大惊小怪的话，就永远不会得到战时需要的英勇骑手。”
[54]



其他军队很快就采用了普军的冲击方式，但并不是所有军队的骑兵都能取得类似的训练成效。以奥军上校卡尔·马克（Karl Mack，他后来成为一名将领）为例，他发现1769年的奥军骑兵里没有一个中队能够在快步行进50步后保持队形，不过，奥军的训练情况到1773年还是大有改善。
[55]



法军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中沿用了1788年条令，只是对其稍作改动，这份条令规定骑兵应当以如下方式进行冲击训练：中队长应当位于中队前方360步处，中队下属各排从第1排（右翼排）开始依次发起冲击。骑兵排在冲击时需要慢步前进50步，然后以快步前进150步，接下来跑步前进80步，最后阶段转入全速冲击。在距离中队长12—15步时，骑兵排需要先减速为快步，再降为慢步，最终停顿下来。
[56]

 因此，全速冲击的实际距离是65—68步。

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军重骑兵，有几条目击记录表明他们一般以快步发起冲击，只在追击中使用跑步。以俾斯麦为例，他曾目睹两个各辖5个团的法军重骑兵师（一共8个胸甲骑兵团、2个卡宾枪骑兵团，每团都下辖4个中队）参与1809年4月22日埃克米尔（Eckmühl）会战，他注意到法军胸甲骑兵极为关注队形密度——他们的军官们一再下令：“收紧 ，胸甲骑兵，收紧！”（serrez，cuirassiers，serrez！）甚至在接敌之前，当将军和团长们下令“向前！前进！前进”（en avant！marche！marche）时，胸甲骑兵虽然重复这些话语，却仍然没有加快脚步。根据俾斯麦的说法，法军的“向前”（en avant）作用实际上与俄军的“乌拉”（hurrah/ура
 ）类似，也就是说它不过是激励参与冲击的部队的手段。
[57]

 这里还可以举出布拉克的建议，和俾斯麦的观点做个对比：


问
 ：士兵在冲击时是否应当吼叫？


答
 ：对，他们应当高呼“向前”［en avant］，但需要在上级发出“冲击”［chargez］口令之后再喊。这种吼叫应当尽量高亢整齐。
[58]



有些作者认为法军胸甲骑兵以快步展开冲击的原因在于战马质量不佳、负载过重而且胸甲骑兵的马术也不算好。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快步冲击可以找到若米尼这位坚决反对跑步冲击的辩护士。欧洲有许多骑兵军官并不赞同若米尼的看法，有些人甚至严厉地批评了他，这当中就包括俾斯麦。
[59]



若米尼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战争艺术概论》的最终修订版中回应了俾斯麦和其他骑兵的批评。他承认自己算不上久经沙场的骑兵，但依然对批评意见秉持怀疑态度。
[60]

 他对此类批评意见的回应极具这种争论的特征。若米尼声称摘引了若干位骑兵宿将的观点，但他却只能写出一个名字——拿破仑麾下的著名轻骑兵将领安托万-夏尔-路易·德·拉萨尔（Antoine-Charles-Louis de Lasalle）。根据若米尼的说法，拉萨尔刚看到敌军骑兵以跑步赶来，就喊道：“这些人已经完了！”以小快步（petit trot）行进的法军骑兵随即将敌军击退。
[61]



然而，若米尼举出的只是一个特定战例，但普遍结论实际上是不能从特例中得出的。除此之外，若米尼既没有给出参考资料来源，又未曾提及这次战斗发生在哪一场会战中，还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所以并没有办法根据其他材料核对他的说法并重建战斗全景。拉萨尔的成功反击可能源自若米尼并未提及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敌军骑兵可能已经士气低落或彻底陷入混乱，而法军骑兵显然状态良好，也可能是因为法军骑兵并没有主攻敌军正面，而是冲击了侧翼，同样有可能是因为速度因素在这一具体战例中并不如其他因素重要（然而，的确有一些战例表明队形散乱但依然快速冲击的骑兵可以击退队形良好但原地不动或缓慢前进的骑兵）。

不过，在阿斯佩恩——埃斯灵（Aspern-Essling，两地位于维也纳附近）会战中，倒是有一份目击材料提到过拉萨尔将军在1809年5月21日展开的战斗。波兰军官德齐德雷·赫瓦波夫斯基（Dezydery Chłapowski）提到他被拿破仑派到拉萨尔那里，在战斗中和他的骑兵师待在一起：

当我们离开多瑙河畔的树林后，奥军炮兵就开始朝我们发射榴弹，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由这个5个团组成的骑兵师在阿斯佩恩和埃斯灵之间的平地上列成两条战线。傍晚7时许，奥军在一阵猛烈炮击后动用骑兵对我们发动了一场快速冲击。［匈牙利］骠骑兵飞快地正面冲击第一旅（皮雷［Piret，应为Piré，赫瓦博夫斯基原文有误］旅），该旅由［法军］第8骠骑兵团和第16猎骑兵团组成，一个［奥军］枪骑兵团则从我们左侧发起冲击。当［匈牙利］骠骑兵高声喊叫着冲到距离我们仅有200—250步时，拉萨尔将军才开始慢步前进，这很快就变成了快步和跑步［kłusem i galopem］，进而让他们［第一旅］以全速突击［匈牙利］骠骑兵。枪骑兵则碰上了［我军］第二线转向左侧的一个团。所有人就像是切碎的白菜一样混杂在一起。天色当时已经暗下去了。混战［mięszanina］、喧嚣和叫喊持续了一个钟头。炮兵也早已停止了射击。

奥军骑兵最终撤出此地，拉萨尔师再度排成两条战线，但这次列阵的位置比奥军冲击前所处的位置靠后几百步。所以，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师就丢失了“地域”［terrain］……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匈牙利骑兵］曾数次冲击我们，有的人和我们展开混战，很多人贯穿我方战线而后又返回他们的战线，在冲击后总会彻底陷入混乱。法军尽管在冲击过后也会变得队列混乱，但他们能够更快地重新集结，而且随时都会关注队形是否齐整。
[62]



上文中的mięszanina（混战）显然源自法语词mêlée。如你所见，这场混战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打上整整一个小时，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冲击与反冲击。赫瓦波夫斯基提到，当敌方骑兵跑步迫近己方骑兵时，直到双方距离很近，仅仅相隔200—250步后，拉萨尔才命令己方骑兵前进，可他的骑兵在接敌前还是设法加速到跑步。拉萨尔在这个战例中的做法或许和布拉克日后推荐的做法如出一辙：


问
 ：如果敌军骑兵有发起冲击的威胁，那应当如何应对？


答
 ：你应当尽快占据一块阵地，阵地前方得有一些敌军未曾注意到的障碍物。让敌军冲向你，当敌军接近这些使其惊讶并扰乱其队形的障碍物后，就轮到你发起冲击，要利用敌军无形的沮丧情绪和有形的困境，在对敌军不利的地带将其击退。


问
 ：如果对应地带并没有障碍物呢？


答
 ：你得从冲击队形和速度角度考虑，一眼判断出敌军是否在离你太远的地方发起冲击。如果敌军犯下了这个错误，你必须原地等待敌军，当敌方骑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再猛烈冲击。我军在滑铁卢就是用这个办法对付英军的庞松比［Ponsomby］旅。
[63]



布拉克笔下的庞松比旅显然是指威廉·庞森比（William Ponsonby）将军的骑兵旅，此人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会战中阵亡。

布拉克在提到拉萨尔时满怀敬意。尽管布拉克的确主张尽可能以不紧不慢的速度迫近敌军，他还是清楚地指出：“在发出冲击信号后，就只有跑步这一种步法。”
[64]

 因此，他的论点并不是以快步冲击敌军，而是在敌军过早转入袭步后不要急于冲向敌军，应当待在原地，等到敌军战线拉得过长、马匹气喘吁吁后再发起冲击，并且要尽快从慢步加速到快步，从快步加速到跑步。

若米尼竭力举出诸多论据，以此巩固自己的论点：

……与骑兵的各种步法相比，个人的勇敢对于突击［chocs］和混战［mêlées］的作用要更大。以袭步奔驰［le galop en carrière］会搅乱自己的队列，把突击变成混战［mêlée］。这在快步冲击时是可以避免的。作为补偿，著名的马胸撞击也算是跑步的唯一好处，可那不过是用来吓唬没有实战经验的骑兵的一种怪异念头而已。
[65]



如你所见，若米尼的确了解骑兵在迎面冲击中并不会发生高速撞击，但他从这一现象中得到了错误结论，认为无须在冲击中达到高速。在他看来，如果骑兵以跑步或袭步发起冲击，就会扰乱队形，其后往往导致近身战斗。以快步发起冲击则让骑兵可以更好地维持队形，其后无须近身战斗就能决定冲击结果。然而，实战中的一切却与他的想法截然相反：正是在双方骑兵以跑步或袭步接近时，才会导致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更早地陷入恐慌和沮丧，导致这一方放慢速度，转身逃跑。当双方骑兵以快步接近时，由于低速撞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恐怖，就不会产生过于强烈的恐惧感，从骑兵军官们关于冲击与混战的记述和争论中可以看出，双方在此时往往会卷入近战。

因此，若米尼在论述各类步法对冲击胜负的影响时采用的论据看起来相当薄弱。从若米尼的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心理因素在骑兵战术中的重要性，尤为重要的是，他极大地低估了速度对骑兵心理的影响。不过，事实也可能是若米尼并没有明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拿破仑时代的骑兵军官中的确很难找到若米尼观点的支持者。



冲击队形



骑兵与步兵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骑兵只能在较为平整的地带有效作战，而且地面上不能存在宽阔壕沟、陡峭谷地、高大栅栏、密集林木这样的障碍物。骑兵在居民点里也只能以狭窄纵队在街道上行进，但它并不能给据守在建筑物里或栅栏后方的敌军步兵造成威胁。另一方面，骑兵却可以涉水通过步兵无法徒涉的河流。

骑兵和步兵一样以纵队进入战场。如果骑兵以大规模集群行动，而且地形也较为便利，就可以采用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也就是说，一个纵队中的所有中队都前后相继地排列，而且每个中队自身都要排成横队。如果地形并不容许骑兵以中队为单位展开机动，就要转而使用以排为单位的纵队。时人认为这种纵队并不适于冲击，就像步兵不会使用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发起冲击，而要改用冲击纵队一样。紧密纵队对骑兵冲击而言是极无用的队形，因为只要各个组成部分的第1列中有一匹战马不幸倒地，就会让整个纵队陷入混乱，迫使它停下来，从而让纵队失去极为重要的速度。
[66]

 尽管如此，有些骑兵军官——特别是布拉克——仍然坚信纵队同样可以用于骑兵冲击，而且建议在突破敌军漫长横队的中部或突出敌军包围时运用纵队，让它迅速击穿敌军的密集队形。
[67]



一般情况下，骑兵在抵达预定位置后会展开成横队。骑兵要想取得冲击胜利，就需要正确选择冲击时机，具体时机对冲击成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骑兵需要竭尽全力出其不意，在敌军尚未准备好迎击时——或是并未预计到会遭遇冲击，或是队形散乱，或是队形不适宜作战，或是正在重整队形——发起突袭，布拉克解释：


问
 ：［发起冲击的］良好条件是什么？


答
 ：1.敌军未曾预料会遭遇冲击；

2.敌军缺乏信心或开始错误机动，也就是由强转弱；

3.用更齐整的人员和更快速的战马迎击［敌军］；

4.比敌军更坚决地投入作战。

……


问
 ：什么是最好的冲击？


答
 ：从翼侧发起的冲击，这可以给敌军带来双重伤害：首先是让敌人士气消沉，然后是依靠冲力将其击垮，之后优势就都会落在你这一边了。
[68]



由于翼侧冲击几乎一定会带来胜利，骑兵就应当充分运用任何一个可以冲击敌军侧翼的战机。然而，敌军自然会竭力保护侧翼，而且让大部队绕过敌军侧翼也相当困难：这样的包抄会消耗一些时间，敌军可以发觉包抄企图，也就有时间采取应对手段，此外，侧敌行进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要想成功完成迂回，就得隐秘地快速行动，但这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骑兵对战的最典型方式是正面冲击，不过，由于骑兵战线的侧翼极为重要，在正面冲击期间也应当考虑掩护己方侧翼，同时还要尽可能尝试包抄敌方侧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时人还给出过一种建议，认为可以让中队列成纵队排在侧翼后方，以此掩护侧翼。
[69]

 这些中队不仅需要在敌军试图威胁侧翼时发起反击，也可以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从己方侧翼之后杀出，反过来威胁敌军侧翼。出版于1821年的俄国军官手册指出：

最近战局的经验表明，骑兵冲击的胜利并不仅仅依靠面对面的快速冲击，［也可以］快速接近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突然发动猛烈的正面冲击，并持续不断地以纵队包抄敌军一翼或两翼，迫使其后撤，在此期间要从正面快速追击，并以纵队持续威胁敌军侧翼。
[70]



瓦尔内里提醒读者：对骑兵指挥官而言，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发动正面攻击前确保己方战线平行于敌方战线。
[71]

 这是为了立刻确定正确冲击方向，不然到了冲击的最终阶段，己方骑兵战线可能偏离计划攻击的敌军正面，反而会面对其左边或右边的部队。

当己方骑兵对敌方骑兵发起冲击时，首先应当以快步行进，接下来在听到命令后转为跑步，最终加速到袭步。对骑兵校官而言，决定何时发出“前进——前进”（марш-марш
 ）和“冲击”（атака
 ）命令，让部队转入全速跑步或袭步并发起最终突击，堪称作战中最困难的决策之一。如果过早下达命令，冲击带来的士气效应就会很快消失，战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队形甚至会在接敌的决定性时刻之前就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如果过晚下达命令，就会导致骑兵事实上没有足够时间加速，如果敌军率先加速到袭步，己方骑兵可能在军官下达对应命令之前就已丧失信心。任何误算都可能导致冲击以失败和溃逃告终。

当指挥官就提速到袭步的具体时机做出抉择时，他需要考虑到交战双方的距离和行进速度、地面状况、马匹情况，最后还要顾及最难判断的因素——下属的情绪。这一切都要在交战双方已经迎面疾驰，他们之间至多只相隔大约100步的时候做出判断。显然，指挥官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准确预判上述所有因素，在选择冲击时机时，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个人能力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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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骑兵纵队展开成梯队




在选择冲击时机或方向时犯下的任何错误、某个中队出现的混乱或无序都可能导致整条战线的冲击遭遇失利。为了避免整条战线同时陷入混乱和溃逃，有时也会使用梯队发动冲击。横队和纵队都可以变换成梯队这种战斗队形（见图8）。每个梯次通常包括一两个骑兵中队，各个梯次的前后距离大约相当于梯次本身的正面宽度。有些军官强烈建议使用梯队发起冲击，布拉克就是其中的典型：

最好的冲击队形就是梯也能够得队［en échelons］，因为梯队中前后相继的各条战线可以相互支援，其侧翼
 到保护，敌军无法机动到我军侧翼，我军也就无须采取预防措施，即便冲击遭遇失败，我们在退却时也会有所准备并得到支援。


……如果冲击取得胜利，第一梯次虽然会有所动摇，但第二梯次仍可以打垮敌军，后续梯次只会在需要投入作战时进入第一线。如果遭遇失败，后续梯次总能够提供支撑点，使得遭遇追击的前方梯次恢复信心。
[72]



不论骑兵采用何种队形，冲击结果早晚会确定下来。无论如何，交战双方中总会有一方的战线最终被击退并陷入无序溃逃，胜利方则会展开追击。



骑兵集群队形和战术



当第一波冲击的结果确定下来后，骑兵对战并不会立刻结束。除去第一条骑兵战线外，战斗中通常还会出现第二线，有时甚至在距离第一线很远的地方设立第三线或预备队。这种布阵方式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手中发展起来的，他通常会把胸甲骑兵放在第一线，龙骑兵放在第二线，骠骑兵放在第三线，相邻战线的前后距离是200—300步。
[73]



失败方的骑兵在败退途中固然会队形大乱，但正如许多作者所述，胜利方在追击过程中同样也会因高速奔驰而打乱队形。
[74]

 俾斯麦指出冲击需要骑手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且马匹也强弱不一，所以即便在成功完成冲击后，骑兵队形也会秩序全无。他还发现骑兵刚刚取得冲击胜利的时候便是最虚弱的时候，胜利方骑兵在此刻最容易被敌方击溃。
[75]



有些军官主张让骑兵在击退敌军后放慢脚步乃至停顿几分钟，以便让马匹稍作喘息并恢复齐整队形。
[76]

 然而，这种做法首先是无利可图，因为它给了失败方足够退到第二线之后的时间，让对方能够保住部队，也就几乎彻底剥夺了胜利方的战果；其次也很难执行，因为骑兵在那个时候往往醉心于追击，几乎不可能使其停下。参与过拿破仑征俄之役、亲历过博罗季诺会战的萨克森察斯特罗胸甲骑兵团（Cuirassier-Regiment Zastrow）的军官路德维希·罗特·冯·施雷肯施泰因（Ludwig Roth von Schreckenstein）就在其著作中声称：

在这样的环境下指挥一个团，让它停顿下来是最难实现的奢望。那些有勇气（真正的骑兵精神将它激发）的骑兵会竭尽全力追击敌军，发动攻击……任何认为骑兵团能够像在和平时期演习中那样通过话语或军号随意控制的人都没有经历过所有种类的兵器紧挨在一起协同作战的实战。
[77]



比较好的做法是不要试图阻止追击，而是让骑兵冒着队形被打乱的危险继续追击。第二线和预备队则负责支援追击部队、扩张胜利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提供掩护。第二线和预备队应当离第一线足够近，以便及时上前轮换或增援，如果第一线遭遇反击，第二线和预备队就要反击敌军，让第一线不至于遭遇追击。第二线和预备队给第一线提供的士气支持也同样重要，布拉克对此给出过详细解释：

当后援部队近在咫尺时，就会让参与冲击的部队产生信心，使得他们更能维持冲击，也令他们力量倍增，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论在冲击中使用何种步法，都让这些［后援］部队以相同的速度跟随，只有当前方的冲击部队停下后才能稍事停顿，留在冲击部队附近威胁敌军。如果正在冲击的部队转而后退，那么原因几乎都是后援部队表现得怠惰或冷漠。后继不力的冲击不管在发起时有多么英勇，最终都不过是血腥的小冲突而已。得到有力支援的冲击则总能取得胜利且具备决定性意义！记住一点，让支撑点靠近前方，就能够缩短冲击部队的退却距离，实际上也就消除了退却。
[78]



然而，第二线也不能离第一线太近，这既是为了减少敌方炮火杀伤，也是为了预防第一线受挫的情况，让退下来的第一线部队不至于立刻与第二线混在一起。骑兵战线间的距离在200—500步之间，通常情况下是300—400步。

因此，骑兵对战的基础是各条战线间的互动。如果第一线被敌军击退，就要让部队疾驰着远离第二线，第二线则要对同样陷入混乱的敌军发起反击。如果第一线将敌军击退，就应当着手展开追击，让第二线和预备队为第一线提供支援，巩固、扩张战果。在这种情况下，中队长的主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雅基诺·德·普雷勒指出，强行要求陷入溃逃并遭遇敌军追击的第一线骑兵绕过第二线两翼后撤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逃跑时的本能方向是径直远离敌军，而且溃逃的骑兵已经队形大乱，他们根本听不到命令，此外，骑兵可能会在一翼安排若干步兵，另一翼依托像河岸这样的障碍物。因此，如果冲击遭遇失利，第一线骑兵通常会直接奔向第二线。如果第二线各中队的间隔不大，想要尽快摆脱敌军的第一线骑兵就可能会挤在这些狭窄的间隔里，从而延误第二线的行进。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线骑兵很可能发觉自己也陷入混乱，于是就无法反击迫近的敌军，随后同样开始溃逃。从这个角度出发，雅基诺·德·普雷勒和其他作者一样主张应当让第二线各中队的间隔远宽于条令中规定的间隔，这当然也要比第一线各中队的间隔宽，他甚至认为更好的做法是让第2列的中队列成纵队，在纵队之间留出宽阔的间隔。
[79]



另一些作者——特别是若米尼——也主张让第二线骑兵列成若干个由一两个中队组成的纵队，在纵队之间留出宽阔的间隔，第二线侧翼的纵队要位于第一线对应位置后方略偏外的地方。这样，第一线在溃逃途中就可以迅速通过第二线各纵队的宽阔间隔，第二线也可以及时反击敌军。
[80]



所以，如果第一线被击退，它就要退到第二线之后。队形混乱的骑兵当然需要尽快集结、重组，但最好还是让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乃至预备队之后，让他们在这些远离敌军的安全地带重整队形。
[81]

 与此同时，原先的第二线就要变为第一线并发起冲击，原先的预备队则要变为第二线。这样的越线换防可能会发生很多次，所以，尽管每一次冲击的时间都很短，但大规模骑兵集群间的战斗却能够持续很久，它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冲击、反冲击、退却和追击。前文曾引述过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记述的利伯特沃尔克维茨骑兵战，以此战为例，它一共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

一轮冲击接着一轮冲击……当某个［团］全体出动冲击其他团时，交战双方一次又一次地在相距几步时停下，然后冲上去砍杀，被击退的一方会退往预备队方向，预备队则上前进至第一线，继续投入这场悬而未决的战斗。
[82]



在交战双方人数大体相当的骑兵战中，哪一方能够在冲击过后更快地集结部队恢复秩序，那一方就会占有优势。最终的胜利通常属于指挥官能够在骑兵战末期仍握有若干新锐中队作为预备队的一方，他可以凭借这些预备队决定战斗的结局。

骑兵战的胜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领的能力。指挥大规模骑兵集群要比指挥同样规模的步兵集群困难得多：骑兵行动更快而且一旦发起冲击就几乎无法控制，所以骑兵将领一旦犯下错误，实际上就没有时间去弥补。大规模骑兵集群可能会迅速陷入全面混乱，要让混乱的部队再度列队就得消耗很多时间与精力，要是骑兵是被敌军打退，被迫撤退很长一段距离后再重整，那就得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干燥的天气里，庞大的骑兵集群会扬起浓厚的尘土，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观察骑兵行动，有些时候甚至会难以分辨敌我双方骑兵。

正如布拉克和马尔蒙所说，对将领而言，成功指挥大规模骑兵集群所需的品质有很多，但它们几乎都是相互矛盾的。将领一方面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并立刻将其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深思熟虑后下定决心，并在执行时保持冷静和谨慎。此外，将领还应当拥有出色的判断力（coup d’œil），也就是说能够从进攻、防御、退却时机角度出发迅速观察地形，能对敌我双方部队的部署情况、阵地和队形的强弱之处拥有清晰的认知，最后还要准确判断双方官兵的心态。将领在会战前必须努力保全骑兵，让他们尽量免于行进带来的劳累和敌军炮火的伤害，甚至在会战过程中也应当这么做。可只要到了应当发起冲击的时候，将领就要不计损失地将麾下骑兵投入战斗，他只用关心在当前态势下使用骑兵能够取得多少战果。很少有人能够将上述所有品质集于一身。按照马尔蒙的说法，拿破仑战争中的法军只有三位这样的将领——前文已经提及的拉萨尔、弗朗索瓦-艾蒂安·克勒曼（François-Étienne Kellermann）和路易-皮雷·蒙布兰（Louis-Pierre Montbrun），至于威名赫赫的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元帅，尽管他能够坚定地将骑兵投入冲击，却对在行军中节约马力不甚关心，因此，他麾下的骑兵有时甚至在投入战斗之前就已相当疲惫。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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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法军条令规定的中队横队以半回转方式后转




退却



骑兵的敌前退却如果不是在冲击失利后的混乱情况下进行，而是有秩序地保持队形后退，那么他们遵循的原则就与步兵的敌前退却相同，也就是说，第一线以交错队形后撤，第一线变为第二线，第二线变为第一线。不过，骑兵的敌前退却要比步兵危险得多、困难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步兵即便在有障碍物的起伏地形上也可以保持队形，而且己方步兵先前占据的任何大型路障（谷地、丘陵或高大的栅栏）都可以作为防御点阻挡敌军推进，从而掩护其余部队退却，但对骑兵而言，这样的路障非但毫无用处，还可能导致自身彻底陷入混乱。

另一个原因在于骑兵很难像步兵一样掉头：在步兵中，每一名士兵只用原地后转就可以朝相反方向行进，骑兵则不能如此行事，因为战马在队列中的占地深度是宽度的3倍。因此，骑兵如果要让队形转向相反方向，就需要将队形拆分成若干个部分，让它们分别转向。在敌军骑兵面前以3个伍或4个伍为单位转向是相当危险的举动，因为被拆分成若干个小单位的中队可能会陷入混乱，指挥各个排的军官也会转移到队伍后方而非前方，所以，他们很难让麾下的骑兵停下脚步，再度直面敌军。

俾斯麦给出过一个战例：在1813年9月6日的登讷维茨（Dennewitz）会战中，奈伊元帅麾下的一个轻骑兵团冒着敌军的霰弹火力，在无数骑兵面前以4个伍为一组向右向后转。按照俾斯麦的说法，这个团久经沙场，指挥它的军官也久历戎行，而且就在8天前，它还曾以一敌四痛击敌军。然而，这个轻骑兵团还是在退却途中出现了混乱，尽管它并没有溃逃，而是遵照命令以慢步退却，可它也没有及时停下。最终，团长和其他军官绕过该团两翼来到（原先的）第2列人员面前，这才使它终止后退。
[84]



或许背朝敌军的骑兵会觉得自己无力阻挡敌军，害怕敌军在他们能够转过头来面朝敌军、恢复队形继而冲向敌军之前就发起冲击。敌前退却的正确方式是让各个排分别完成180°转弯。拿破仑时代的各类骑兵条令中都有这种规定。



作战职能



如前所述，在拿破仑战争中，欧洲各国拥有多种骑兵，不同种类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匹体格上。以1804年的法军为例，重骑兵（胸甲骑兵、卡宾枪骑兵）战马的肩高应为4尺9.5寸—4尺11寸（这里的尺、寸都是法国旧制长度单位，相当于1.556—1.597米），龙骑兵战马肩高4尺8.5寸—4尺9.5寸（1.529—1.556米），轻骑兵（骠骑兵、猎骑兵）战马肩高4尺7寸—4尺8.5寸（1.489—1.529米）。
[85]

 拿破仑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期间则发表了如下意见：胸甲骑兵战马肩高4尺10寸—4尺11寸（1.570—1.597米），龙骑兵战马肩高4尺9寸（1.543米），轻骑兵战马肩高4尺7寸—4尺8寸（1.489—1.516米）。
[86]



这里需要重申一点，到了18世纪末，各类骑兵的队形和攻击方式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训练中也会使用同样的条令（即便存在供不同种类骑兵使用的不同条令，其内容大体上也没有差别）。然而，将骑兵划分为不同种类的做法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消亡。

每一种骑兵都具备优缺点。瓦尔内里曾指出，如果双方骑兵列队迎面冲击且其他条件完全相同，那么战马体格较大的一方将占有优势。他确信德意志的高头大马能够在冲击距离（600步）上跑出比波兰矮马更快的速度，不过，他也指出矮马耐力更好，因而在长距离作战中拥有一定优势。
[87]

 布拉克则给出了如下解释：骑着矮个战马的轻骑兵在看到身材高大又骑着高个战马的胸甲骑兵时会感觉自己无法阻挡胸甲骑兵的列队正面冲击。
[88]

 出版于1821年的俄军军官手册也表示当重骑兵和轻骑兵列成战斗队形互相冲击时，重骑兵将会取得胜利。
[89]



因此，轻骑兵应当避免与重骑兵正面交锋，尽量躲开重骑兵的正面冲击，转而机动到敌方重骑兵的翼侧展开迂回包抄。如果轻骑兵能够冲击敌方骑兵侧翼，又或是冲击停留在原地、列成错误队形、正在变换队形或士气不振的敌人，那么即便是面对重骑兵也可以握有几乎百分之百的胜算，因为任何一种陷入上述处境的骑兵都会处于全面劣势之中。

另一方面，与重骑兵相比，轻骑兵也拥有自己的优势。尤为重要的是，轻骑兵在同等情况下能够以快于重骑兵的速度完成队形变换，如果骑兵陷入混乱或被击退，轻骑兵的集结、列队也要比重骑兵快得多。
[90]

 重骑兵在运动、机动和冲击中很快就会出现疲态，他们的战马载着身着重型装备的高大骑手，因而会较快地陷入疲惫，此外，高大战马的耐力通常也不如矮小战马。

由于上述特征，不同种类的骑兵在战争中也有着不同的职能，不过实际上所有骑兵大体上都可以执行任何一种任务。重骑兵主要用于在大会战中以庞大集群发起决定性冲击，他们在行军中应当得到保护，不能过于劳累，不用参与不必要的行军，也不应当执行前卫、侦察、护送、征收粮秣、押运辎重等勤务。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轻骑兵是军队的“听力和视力”或“眼睛和耳朵”。
[91]

 它要负责侦察敌军阵地，为此，轻骑兵时常会被拆分成若干支小股部队走在前头并远离主力部队活动。而且轻骑兵还会负责保护己方部队，使其免遭敌方突袭，并且需要监视执行类似侦察勤务的敌方轻骑兵分队，出于这一目的，轻骑兵往往会在己方大部队周围设置一连串岗哨。除此之外，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中总会出现轻骑兵的身影。轻骑兵在大会战中还要负责支援重骑兵并掩护其侧翼，追击被击退的敌军以及掩护全军两翼。

龙骑兵的角色介于轻重骑兵之间。在会战中，龙骑兵可以为重骑兵提供支援，如果重骑兵不在场，它甚至可以取代重骑兵的角色。龙骑兵也可以在前卫战、后卫战和追击败退敌军时支援轻骑兵。

在取得会战胜利后，能够给战败的敌军造成决定性打击的正是骑兵：敌军部队此时士气受挫，许多人在一片混乱中后撤，穷追不舍的骑兵则利用其冲击使得敌军越发混乱、愈加动摇，在追击途中，败军的一个个步兵营、步兵团、炮兵连会被截断退路，集体沦为战俘。反过来说，退却一方的骑兵也可以拯救己方的步兵和炮兵，使其免遭敌方骑兵打击。如果一支军队在骑兵数量或质量上拥有显著优势，那么它即便输掉会战，在退却途中的损失也不会很大。



以散开队形作战



轻骑兵时常需要以小规模分遣队或小队为单位活动，以便侦察敌军方位、监视敌军、攻击敌方前哨据点，当然也要保护己方部队，使其免遭敌方类似活动袭扰。在上述情况下，骑兵时常需要以散开队形作战。小规模骑兵部队间的冲突某些时候可以说是微缩的骑兵对战：前卫部队击退了性质类似的敌方部队，而后展开追击，接下来自己又在敌方其余部队的冲击下后退等等。

如果轻骑兵设法接近了并没有轻骑兵协同作战的敌方重骑兵，轻骑兵就可以袭扰重骑兵：从各个方面迫近，使用马枪和手枪射击。尽管这样的射击效力很低，但它在射击骑兵战线时还是能收到一定成效，因为战线是一个庞大且几乎连绵不断的目标，如果能够长时间连续射击，其杀伤效果就尤为明显了。与此同时，在对付列成散开队形且不断快速移动的骑手时，枪支的效力几近于零——要想命中目标只能靠运气。

如果重骑兵想要全体冲击或分部冲击，轻骑兵就会迅速后退，一齐奔驰的重骑兵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相隔这么远时追上那些轻骑兵，所以，重骑兵的冲击只能暂时逐走轻骑兵，反而会累到自己的战马。如果重骑兵沉溺于追击，导致部队分开，队形散乱，严阵以待的敌方骑兵就可能发起冲击——不仅会有正面冲击，也可能有翼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敌方轻骑兵参与冲击，也会同样握有极大的优势。

无论如何，重骑兵早晚都得停止前进，转而退却，到了那时，轻骑兵就会着手追击，如果重骑兵距离己方部队很远的话，他们就会发觉自己处于相当艰难的处境，得等到己方新锐部队前来增援才能解脱。就算轻骑兵在重骑兵退却途中未能造成重大杀伤，但轻骑兵本身的损失也会非常轻微，甚至根本就不会蒙受损失。等到重骑兵再度试图列队冲击时，轻骑兵又会迫近重骑兵队列，继续展开射击。在此期间，轻骑兵只要不执着于追击，只要不离站在自己前方的敌军骑兵太近——如果太近的话就可能遭遇重骑兵的冲击而且没有足够的逃跑时间——就几乎不会面临什么威胁。

非正规骑兵在这样的战斗中发挥尤为出色——他们的马术和枪法通常要比正规骑兵好得多。要想对付非正规骑兵，最好得随时随地拥有自己的同类部队，但这些部队并不总能适时出现在适当的地点，因此就有必要训练正规骑兵分成若干小队并以散开队形作战。散开作战的骑兵人称侧卫骑兵。不过，欧洲的正规骑兵在这种战斗中终究还是很难与天生的骑手相提并论。



火器



讨论完骑兵战术后，读者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骑兵在攻防中都不使用火器，那么骑兵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手枪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的单兵自卫武器，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骑兵无法使用马刀自卫——或是因为马刀在战斗中损坏、遗失，或是人员、马匹由于过度劳累、负伤等情况无力搏斗。使用手枪时只会用到一只手，骑手还可以用另一只手握住缰绳，这样，他就能够继续控制战马。手枪的有效射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布拉克曾就如何使用手枪给出过一些实用建议：


问
 ：手枪射击在什么情况下最保险？


答
 ：直射距离。也就是没有必要瞄准……不过枪口不应该触及敌军，这么做可能会导致手枪炸开伤到自己。

……如果骑兵在遭遇追击时发觉自己的马匹不如敌方马匹，他就必须冷静地用枪口威胁敌军，这种威胁很少会落空。在近身混战［mêlée］中，当其中一方有机会选择攻击目标时，这一方从来不会选择作战意志最强、最为冷静的对手。
[92]



马枪和短马枪主要用于散兵战和步行战斗。多数时候使用它的是远离主力部队活动的骑兵分遣队，也就是执行袭扰、侦察和护送任务的部队。马背上使用马枪的效果很差，这既是因为这种兵器的自身特性——它的有效射程要远低于步枪，也是因为马上很难完成装填和瞄准。在前卫战和后卫战中，轻骑兵会列成散开队形展开长时间的交火，这通常不会取得什么战果，至多只能为己方争取一定的时间。不过，与没有装备马枪的骑兵相比，装备马枪的骑兵还是享有巨大的优势：当装备马枪的一方展开射击时，没有装备马枪的一方要么待在原地无力还击，要么移动到安全距离——也就是后退。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比如说己方有必要守卫某个建筑物、障碍物或天然屏障，但附近地区并没有己方步兵——当骑兵被迫下马战斗时，马枪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拥有良好的遮蔽条件，装备马枪的骑兵甚至可以在面对敌方步兵时坚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此外，下马骑兵几乎根本无法用于攻击：配有马刺的马靴和挂在左腿上的马刀、直剑导致骑兵难以步行，骑兵通常也很少接受步行作战训练。即便是某些军队中多少接受过一些步兵队形训练的龙骑兵也很少下马作战。

下马龙骑兵在充当步兵作战时，除了会面临装备困境，还会受到训练问题的影响。训练骑兵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步行作战训练同样也会花费不少时间。要想不花上太多时间就把龙骑兵训练得同样精通步行队形和马上队形，这种任务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此外，正如蒂埃博将军和马尔博元帅所述，每个兵种都有自己的作战原则和信念：骑兵需要确信他们能够打垮最优秀的敌方步兵，步兵则要确信他们能够击退最优秀的敌方骑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两种不同信念，就可能会面临二者在作战中背道而驰的威胁：骑马的龙骑兵可能会认为他们无力对抗敌军步兵，步行的龙骑兵则可能觉得自己无法阻挡面前的骑兵。
[93]



骑兵有时会在对付敌方步兵时使用马枪和手枪，笔者将在下一章中对这种战术展开讨论。



骑枪



现在，随着笔者已经勾勒出骑兵组织、武器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我们就可以回归到骑枪问题上了。这一章开头提到过骑枪既拥有热烈的支持者，也招来了同样激烈的反对者。吉贝尔认为骑枪并不是一种适于骑兵使用的装备，因为它在战场以外很难携带，在战场上也难以使用，而且骑兵在使用骑枪时需要将队形疏开，这就导致骑兵无法保持队形，不能有序机动，也做不到一同突击。
[94]

 然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骑枪还是变得越发流行。不过，在几乎整个19世纪，关于骑枪优缺点的争论都未曾停止。1813—1815年效力于第2近卫轻枪骑兵团的布拉克写道：

骑枪是一种冷兵器，它对士气的影响最大，骑枪刺击也最为致命……

某些类型的兵器能够带来比其他兵器更强烈的影响。就士气而言，骑枪的影响最为强烈。

在滑铁卢，我军的4个近卫［骑兵］团位于同一条战线，英军冲击这条战线，我们的枪骑兵交叉了骑枪，在机动过程中，敌军立刻脱离我们［团］正面，冲向装备短兵器的其他团。
[95]



“交叉骑枪”［croisons la lance］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将骑枪方向从竖直变为水平”。这一段的其余内容应当这样理解：敌军不敢正面冲击法军枪骑兵，只能转向两侧以便冲击并未装备骑枪、手中只有刀剑的其他团。不过，布拉克也提醒读者在使用骑枪时应当注意以下若干事项：

刺击只有在［握持枪杆的手］指甲位于最上方、手臂和躯干夹持着兵器指向对应方向时才能落到实处。在无法满足这两个必要的条件时，你就不应当冒险尝试刺击，因为敌人可以十分轻易地挡开刺击，这就导致你反而被解除了武装，这种冒险攻击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徒劳无功，在战争中，徒劳就是无知和危险的同义词……

我重复一遍，你应当始终用整只手紧紧握住骑枪，指甲朝上，永远不要尝试在指甲朝下时冒险做动作，考虑到兵器的重量，哪怕敌军略微挡开它，就会导致兵器脱［手］……

躯干和前臂应当始终夹持着枪杆，这样，刺击方向就会更准确，力道更强。

还应当减小动作幅度，这可以提高刺击的速度和准度。在刺击时把手臂伸得太靠前既无用又危险，［即便幅度小一点］你的刺击也始终会有足够刺穿人体的冲力、强度和长度。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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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法军于1811年9月24日颁布的骑枪训练、机动教令插图



A.平举骑枪（crossez lance）

B.发出向前刺（en avant pointez）口令后的第一个动作

C.发出向前刺（en avant pointez）口令后的第二个动作


因此，在布拉克看来，骑兵应当用一只手紧紧握住骑枪，手掌要始终处于枪杆下方，手指要始终包住枪杆上方，枪杆后部则要夹持在躯干右侧和右臂之间。布拉克的意见显然和《1811年9月24日骑枪训练、机动教令》的作者科尔万·克拉辛斯基（Corvin Krasinski）存在分歧，克拉辛斯基当时是近卫第1轻枪骑兵团的团长，他要求在刺击前方目标时先把骑枪朝后收，然后尽量往前伸（见图10 B、C）。

如果采用布拉克推荐的握持、刺击方法，骑枪就只能攻击前方的一小块区域。由于骑枪的冲力主要源自战马的速度，因此，在敌军可能出现在任何一边的混战中，骑手很难在奔驰中使用骑枪，可要是骑手缓慢移动或原地不动，那他又很难有效刺击——即便径直向前效果也不佳。根据布拉克的说法，骑枪的主要优势是可以严重影响敌方士气。

如你所见，布拉克同时注意到了骑枪的优缺点，他指出骑枪如果能得到恰当的运用，那么在许多场合下还是非常有用的，不过，在另一些场合，它也可能会彻底沦为累赘，那时给枪骑兵本身带来的威胁甚至还要大于对敌方的威胁。若米尼也指出骑枪在墙式（en muraille）冲击中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但在混战（mêlée）中却毫无优势。
[97]



然而，骑枪给俾斯麦这样的拿破仑战争亲历者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们要求让很大一部分骑兵——不是轻骑兵而是重骑兵——装备骑枪。
[98]

 马尔蒙元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主要在大会战中发起列队冲击的重骑兵而言，骑枪非常有用，但对于需要使用火器的轻骑兵来说，骑枪就完全不适于作战了。
[99]

 事实上，轻骑兵需要参与侦察、护送和征收粮秣，在这些任务中，骑枪不仅并非必需品，而且还堪称累赘，因为骑兵很难同时携带骑枪和马枪，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何轻骑兵需要火器而非骑枪。关于骑枪优缺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不过到了那时，就连最激烈的反对者也承认骑枪可以大大削弱敌军士气。
[100]



因此，骑枪的确拥有若干优点，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只有在深知如何使用骑枪、骑术精良且骑着新锐战马的骑兵手中，骑枪才是一种颇具杀伤力的兵器，而且，就连这些骑兵老手也会在某些场合中遭遇相当大的困难。在那些使用骑枪经验不足、不善于骑行，或者骑着虚弱战马的骑兵手中，骑枪与其说是兵器，倒不如说是累赘，因此他们不得不扔掉骑枪拿起马刀。

如果同时装备骑枪和马枪/短马枪，就会给骑兵带来极大的困难，他通常只能在二者中择其一。在执行侦察、警戒等勤务时，那些只有手枪作为随身火器的骑兵远不如装备了马枪或短马枪的骑兵。枪骑兵只有在列队正面冲击时最能发挥战斗力，而这也主要源自骑枪给敌军带来的心理影响。

尽管如此，在19世纪10年代，某些军队的枪骑兵数量还是出现了剧烈增长。枪骑兵的拥护者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骑枪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到底有多严重。在这一时期，骑枪并没有用于装备胸甲骑兵，而是供轻骑兵使用，而且此时的枪骑兵也不仅由波兰人组成。在大部分情况下，装备骑枪的部队还是早已存在的骑兵团，它们并不是刚刚由新兵组成的新团。不过，让新建的团装备骑枪的事情倒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总体来说，虽然装备骑枪，却毫无使用经验的枪骑兵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涌现。

总而言之，读者应当意识到一点，由于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骑马，因此组建骑兵绝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虽然任何身体健康的人都可以在训练几个月后进入步兵服役，但挑选骑兵时却一定不能这么随意，想要让骑兵的训练水平达到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也得消耗远长于步兵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一年到一年半。此外，就连长期训练也不一定总能培养出优秀骑兵，俾斯麦解释道：

比如说，你能指望一个视马匹为野兽的织袜工或织布工做到什么呢？众所周知，这些人对自己的战马一直都没有信心，反而会将它们视为头号大敌，认为他们需要与这些敌人展开斗争以获得生路。他们永远学不会骑马，永远都不能自行保持平衡，而是像笨拙的木块一样挂在马上。为了保持平衡，骑手徒劳地耗费了大部分体力，很快就变得疲惫起来。

因此，哪怕是在以最慢速度行进的中队当中，你也总能发现一些满身大汗、疲惫不堪的战马。马匹的口部被马勒勒得疼痛不已，它胡乱奔跑、跳跃，倔强地反抗骑手那无用、残酷的手段。

骑手变得越发焦虑、恐慌，他越抓越紧，用膝盖和脚后跟挤压［战马］以防自己落马，结果让自己变得愈加疲惫。

就连最温顺的战马最终也会变得疯狂起来，它因此要么会试图扔掉背上的重担，要么会直接跑开。

这样一个笨拙的骑手时常会导致整个中队陷入混乱，这在冲击中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更不要提一个无法控制战马的人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给敌军造成任何伤害。
[101]



不难想象这样一名骑兵如果配备骑枪会陷入何等境地。然而，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需要尽快补充兵力的战争时期，任何符合骑兵要求的新兵都会被送进骑兵里，他们只会接受最低限度的马术、枪法训练，所以，这一时期的欧洲骑兵里充斥着水平极低的骑手。此外，正如布拉克回忆的那样，青年骑兵军官在军校中接受的训练也极不完备，而且这些训练让他们变得更像步兵而非骑兵。
[102]

 更高层次的训练则要在战役和会战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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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步骑对抗

对骑兵和步兵而言，骑兵冲击严阵以待的步兵都堪称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按照设想，骑兵会直接奔向步兵并遭遇一轮步枪齐射，步兵则要站在原地，等到骑兵离得足够近再开火，为的是尽可能增强齐射杀伤力。骑兵的任务是突破步兵队列，让步兵陷入全面混乱。为了完成这一点，骑兵需要以跑步冲向步兵。步兵的任务则是不要过早开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队列完整，绝不能让骑兵突破。

如果骑兵击穿了步兵队形，步兵通常会展开短暂抵抗或根本不加反抗——扔下枪支投降或伏在地上寄希望于不被马匹踩踏。骑兵很难用马刀砍到伏在地上的步兵，而且他们通常也不会去砍。假如步兵打算逃离骑兵，其结局一般都相当悲惨：骑兵会迅速追上步兵大肆砍杀。如果骑兵成功突破步兵队形，就可以彻底击溃为数众多的步兵，而且尽管战死的步兵并不多，但剩余步兵要么被俘，要么被打散，因而很难在当天再度集结起来。

在18—19世纪的军事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骑兵冲击步兵的诸多论述。骑兵和步兵都孜孜不倦地寻求与对方交战时的最佳战术。步兵横队最脆弱的位置是侧翼，因为步兵无法侧向射击，敌方骑兵则可以几乎毫无风险地从翼侧迫近步兵。

[image: Figure-0102-0014]



图11.营横队列成方阵（图示方法仅为诸多方法之一）


威胁侧翼也就意味着威胁后方，这会对步兵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骑兵同时还从正面威胁步兵，那么心理影响就尤为强烈了。步兵非常害怕在与敌军正面交战的同时遭遇来自后方的冲击。骑兵要比步兵灵活、易机动得多，因此，骑兵可以在步兵将队形正面转过来应对威胁前就以极快的速度攻入步兵侧翼，要是步兵同时还遭到其他敌方骑兵的正面威胁，他们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转向。

如果步兵及时发现敌方骑兵，但步兵侧翼既没有得到其他部队掩护，也没有依托骑兵无法逾越的障碍物，那么，位于侧翼的步兵营或步兵团就可以列成方阵，方阵是一种中空的正方形或矩形队形，步兵在这种队形里可以朝各个方向开火。

应当注意到，方阵在线式战术时代的使用频率相对而言并不算高，因为在线式队形中，除了位于战线末端的步兵营之外，所有步兵营的侧翼都得到了相邻步兵营的保护，而战线末端的步兵也会尽量尝试依托障碍物，有时还会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侧翼之间部署两三个前后相继的步兵营，这些步兵营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转向侧面列成横队，填补战线间的空隙。因此，那个时期的步兵时常以横队迎击骑兵，只有在侧翼无人保护或若干个步兵营在开阔地带行进时突然遭遇骑兵袭击的情况下，步兵才会使用方阵。
[1]

 不过，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方阵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了。

大部分作者都认为优秀的步兵只要做好抵御骑兵的准备，就能在绝大部分场合挫败骑兵——哪怕是最好的骑兵——的冲击。有些理论家使用和平时期射击测试中获得的步枪杀伤效力和射速数据，运用数学计算证明步兵有足够的时间向迫近自己的骑兵打出几轮齐射，认为凭借火力就足以打垮骑兵。然而，按照时人的建议，步兵在实战中最好不要在最大射程上开火，而要让骑兵进入步枪杀伤力最大的距离后再射击。

这种做法的原因显而易见：第一轮射击的潜在杀伤力是最强的，后续射击的威力则要低得多，所以，如果在距离敌军太远时发起第一轮射击，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也就无法依靠步兵在骑兵快速迫近带来的恐惧之下匆忙装填、开火的后续射击挡住骑兵，而且，这样一种匆忙、无序的射击也可能在队列中造成混乱。因此，步兵通常会让骑兵进至距离己方60—150步后再开始射击。

即便在经验丰富的军人中，关于步兵应当在抵御骑兵时采用何种射击方式仍然存在若干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好是让第2、第3列士兵打出一轮齐射，让第1列士兵的步枪保持装填状态，以便应付极端情形。另一些人则认为最好是让各列士兵轮流齐射，先是让第3列齐射，然后是第2列，最后如果十分有必要的话再让第1列齐射。还有一些人认为实战中很难实现全体齐射，所以最好还是使用按伍射击或“会战射击”。射击方式的优缺点或许还要取决于具体作战环境。

贝伦霍斯特曾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一名军官，他详细阐述了骑兵在冲击步兵时会发生什么，步兵又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骑兵。根据他的说法，按照教令的设想，步兵不应当过早开火，只应当按照命令射击，这样就可以让骑兵掉头后退，但教令并没有告诉步兵如果骑兵未掉头又应当如何应对。贝伦霍斯特令人信服地解释说，步兵远远开火，希望以此多射击几轮的做法毫无意义，最好的做法还是让骑兵尽可能地接近步兵，然后打出一轮威力极大的齐射。贝伦霍斯特坚信步兵依靠火力或刺刀都不足以挡住骑兵：火力杀伤的人员、马匹并不足以导致骑兵终止冲击，步枪上刺刀之后也不够长，实际上也无法触及骑兵，而且，就算刺刀捅穿了战马，从物理角度而言步兵也无法挡住跃进的战马。贝伦霍斯特认为，如果步兵营在距离敌军60步时打出一轮齐射，然后还想要装填，它就成了即将遭遇毁灭〔字面意思是“准备好被砍倒”（zum Niederhauen reif）〕的攻击目标。

根据贝伦霍斯特的说法，即便在距离骑兵仅有60步时，射击效果也不能算很好，因为马蹄既在践踏大地，也在动摇步兵的勇气，所以步兵最好还是让骑兵进至30步乃至20步距离时开火一次，然后就不再装填，而是伸出刺刀。贝伦霍斯特还指出，即便步兵如此行事，仍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骑兵没有掉头后退，就仍会拥有马蹄带来的上述优势。然而，贝伦霍斯特认为，在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在理智的欧洲士兵参与的战斗中，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是如下情况：骑兵以较慢的跑步奔驰着发起冲击，而当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时，骑兵就会掉头飞驰。贝伦霍斯特曾提到他在1757年6月18日的科林会战中目睹过这样一个战例。但他也指出过步兵同样可能犯下错误：过早开火、射击不准、丧失理智和秩序。
[2]



如你所见，贝伦霍斯特指出，火力或刺刀本身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能够决定战况的还是心理因素。要么是骑兵在步兵开火后撤退，要么是步兵过早开火，射击效果不佳，最终陷入恐慌，如果骑兵在此时能够表现出冲击的决心，就能够熬过步兵火力并完成冲击。尽管如此，大部分军官——其中既有步兵也有骑兵——还是认为如果步兵准备好迎击骑兵，特别是在步兵已经列成方阵的时候，它就几乎一定可以挫败骑兵冲击。

在步兵战术章节中提到过的英国军官米切尔向他的读者保证，如果骑兵以严整队形勇敢、坚定地发起冲击，那么步兵就无法阻挡骑兵。然而，米切尔本人也承认，一般情况下，当步兵开火之后，骑兵的最佳反应也就是“在狂野的混乱中飞驰”到方阵侧面，时常出现的情况甚至是停止前进或掉头后退，只有少数骑兵敢于冲到步兵附近用马刀威胁步兵，但他们除此之外也就无所作为了。
[3]



骑兵军官应当竭尽全力让骑兵相信他们能够在冲击中打垮任何步兵，步兵军官则需要让步兵相信他们能挡住最优秀的骑兵发起的冲击。骑兵军官坚持认为步兵的火力并没有那么危险，步兵也无法阻挡正以高速奔驰的骑手。布拉克就给出了如下建议：


问
 ：应当如何对付步兵？


答
 ：迅速冲击，冲击到底。如果敌军陷入混乱，战线出现动摇，队列发生崩溃，那就突进去；如果敌军收拢队形端起刺刀，但恐慌导致他们无法装填步枪，那就绕过方阵，从四面八方威胁它，要震慑敌人，向敌人高呼他们已经沦为“战俘”［prisonnier］了，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都能够理解这种表达方式。如果敌军开始动摇，就要突入其中；如果敌军放弃战斗，就不要再动用马刀劈砍，让这些人［战俘］扔下兵器，立刻将他们分开并押解到后方。

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步兵依托了某些你未曾注意到的障碍物坚守，他们冷静地抵挡你的冲击，并未出现动摇，而且还能正常装填枪支，也就是说你无望突破步兵队形，那就伏在马上全速后退，等到离开敌方子弹射程后再整队，敌军一展开就要再度上前威胁。除此之外的其他举动都堪称愚蠢的骄傲和对战争的无知。


问
 ：如果是冲击列成横队的步兵呢？


答
 ：你要尽力攻入横队一翼。你会吃上几枪，也会打乱敌军，可以在付出低廉代价后拿下它。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而且敌军把横队拉得太长，那就击穿横队中央。


问
 ：如果需要冲击方阵呢？


答
 ：冲击方阵一角。


问
 ：为什么？


答
 ：因为敌军只能朝你斜向射击，这比正面直射安全一些。


问
 ：骑兵在冲击时的重力有多大？


答
 ：投入冲击的骑兵重量相当于370千克
⑬

 ，再加上他的速度，这可以打垮一切，也一定能打垮一切！


问
 ：应当如何选择冲击步兵的时机？


答
 ：步兵以横队或全间距纵队机动的时候，或是步兵因炮火而陷入动摇的时候。


问
 ：如果需要冲击步兵纵队，应当选择何种时机？


答
 ：纵队正在展开且冲击途经地带便于战马行动的时候，你要从侧翼冲击纵队，突破之后将其分割成若干个极小部分。
[4]



可以从布拉克推荐的做法中看出许多有趣的地方。他建议骑兵在步兵没有准备好迎击时发起冲击——未曾列成恰当队形、正在进行队形变换或是士气极为消沉，如果上述条件都不满足的话，那就不要正面冲击，而要从步兵火力效果较差的其他方向发起冲击。

布拉克指出，奔驰的战马和骑手可以凭借其重量和速度打垮途中遭遇的一切敌人，不过他实际上也承认骑兵只有在步兵队形动摇且出现某些缺口时才能突入方阵，而且认为如果步兵队形并未动摇，骑兵就不要去想什么突破了。他显然只是用“物理”论据让自己的骑兵确信他们相对于步兵的优越性，因为疾驰的骑兵在实战中几乎无法冲撞步兵：要么是骑兵掉头撤退，要么是步兵出于恐惧开始后退并缩成一团，这就导致步兵队形出现了足以让骑兵突破的缺口。

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军事文献中可以找到如下观点：骑兵只应当在步兵已经出现动摇或缺乏勇气时发起冲击，而且永远不要冲击队列严整且做好迎击准备的步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吉贝尔就表达过这种观点。
[5]

 俾斯麦也赞同骑兵只有在步兵队列中出现明显缺口或显而易见的混乱状况时才能成功发起冲击的看法。
[6]

 发行于1821年的俄国军官手册指出：

只有在能够看出方阵细微波动的情况下……勇敢的、得到良好指挥的、精通骑兵业务的骑兵部队才有希望突入方阵。
[7]



若米尼的看法是，如果步兵已在炮火中出现动摇，那么骑兵的确有可能成功冲击步兵，但如果优秀的、未经损耗的步兵列成方阵，骑兵的冲击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8]

 如你所见，这一时期的军官普遍认为，如果步兵坚守原地且未曾动摇，那么骑兵突破步兵队形的概率就非常低。

然而，按照时人的说法，至少在一场战斗中，由于步兵无法阻挡飞驰的战马，骑兵最终因此突破了步兵队形。这场战斗发生在西班牙境内，时间是萨拉曼卡（Salamanca）会战之后一天。那时，法军在这场会战中败北，因而被迫退却，于1812年7月23日在加西亚埃尔南德斯（Garcia Hernandez）展开了一场后卫战。在这场战斗中，英王德意志军团的龙骑兵旅（第1、第2龙骑兵团）向退却中的法军步兵发起冲击，而法军步兵当时正竭力离开大道赶赴一座高地。

第1龙骑兵团的第3中队（左翼中队）遭到法军第76战列步兵团某营的攻击。当龙骑兵推进到距离法军还有大约80—100码（73—90米）时，法军步兵开始射击。龙骑兵损失惨重，中队长受了致命伤，还有一名军官当场战死，但左半中队（左连）指挥官接过了指挥权并率领中队继续冲击。

龙骑兵迫近了法军队列，法军原地坚守，结局依然悬而未决。就在那时，一名法军突然开火，一匹战马受了致命伤，可它在惯性的驱使下载着骑手冲进步兵队形，打开了缺口，其他骑兵立刻突入。结果，许多法军士兵遭到劈砍，剩余部队一部分扔下步枪投降，一部分逃往附近的另一个法军步兵营。然而，在这个战例中，步兵可能并没有等待垂死的战马踩到自己身上，而是直接躲开了。

与此同时，第1龙骑兵团的另一个中队冲击了第6轻步兵团某营。法军同样以火力迎击龙骑兵，中队蒙受了惨重损失——其中包括2名中尉。尽管如此，出于某些缘故，法军的队形还是发生了动摇，龙骑兵突入步兵集群，砍杀、俘虏了许多法军士兵。剩余部队设法逃到一座高地上与另一个营会合。其他两个营的失利导致这个营大为惊恐，它几乎立刻遭到骑兵冲击，也随即战败。

随后，龙骑兵继续冲击后卫部队中的其他法军步兵营。由于龙骑兵的战马此时早已相当疲倦，龙骑兵也损失惨重，法军得以将其击退并脱离战场。龙骑兵旅有4名军官、48名军士或士兵、67匹战马阵亡，2名军官、56名军士或士兵、46匹战马负伤，还有6名士兵和4匹战马被法军俘获。法军阵亡人员并不多，但根据不同材料，约有900—1400人被俘，其中许多战俘已经负伤。
[9]



法国军官尼古拉·马塞尔（Nicolas Marcel）在1812年是第69战列步兵团的一名军官，该团和第6轻步兵团、第76战列步兵团隶属于同一个师。根据马塞尔的说法，指挥那两个团的旅长非但没有命令它们停下来采取必要迎击手段，反而下令部队加速行进登上一座高地，结果，这两个团既没有时间登上高地，也没能及时列队迎击骑兵。马塞尔声称，第76团的士兵当时正在小溪里取水，因此散得很开，几乎集体被俘，而第6团当时则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大部分军官赶赴附近村庄，收拢正在那里搜集食物的士兵，所以这个团也不可能完成任何队形变换。

马塞尔指出，他自己身处第69团某营当中，该营没有时间列成方阵，于是就收拢成密集纵队（serré en masse），尽管敌军骑兵的确砍到了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右手负伤的马塞尔，但还是无法突入纵队。骑兵继续向前冲击，跌跌撞撞地碰上了第69团的另一个营，这个营已经列成了方阵，它让骑兵一直迫近到刺刀跟前，然后展开二列射击（feu de deux rangs），其精准程度有如平时训练一般。马塞尔坚信敌人把原先被俘的法军士兵扔在后方，而他们此时趁机再度拿起枪支朝敌人开火，敌军骑兵不知应当逃往何方，因此至多只有不到80人得以逃脱。马塞尔还提到第69团列成方阵的那个营里有两名中尉在方阵中娴熟地向外投石，他们投出的石子力道极大，竟然打伤了许多敌军军官，导致他们纷纷落马。
[10]



应当注意到的是，马匹即便受了致命伤，也往往不会立刻倒地，它仍可以跑出去很远。
[11]

 有些马匹会在负伤后受到刺激，反而以更强的气势朝前猛冲。
[12]

 因此，步兵让飞驰的骑兵靠得太近时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双方之间的距离将会短到马匹难以掉头或停下。

然而，有些步兵军官还是喜欢把骑兵放到最近距离再打，这种做法也时常带来胜利。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1806年就有幸目睹过这样一个战例，当时，普军已在耶拿（Jena）、奥尔施泰特（Auerstädt）会战中遭遇失利，正在向后退却，他在退却途中和奥古斯特亲王（Prinz August）的掷弹兵营待在一起，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这个营当时仅有7名军官和240名军士、士兵。10月28日，法军龙骑兵在普伦茨劳（Prenzlau）附近对这个实力薄弱的营发起冲击。克劳塞维茨写道：

亲王激励大家进行光荣的抵抗，命令官兵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而且特别命令士兵在得到命令之前一定不要开枪。几分钟后，敌军骑兵逼上来，本营停止前进准备战斗，士兵一再得到提醒：“不要射击！”这让笔者的脑海里生动地呈现出明登会战的场景，那时，法军骑兵冲击两个汉诺威营，由于后者并没有在一般应当射击的距离开火，骑兵就逐渐由跑步降至快步，再由快步降至慢步。这里发生的情况与明登完全一样：法军龙骑兵跑步前进，他们显然是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开火的时刻，我们在让他们迫近到100步后仍然没有开火，他们此时开始把缰绳越拉越紧，最终以小快步逼近我军。到了30步距离时，我军下令“开火”，一大批法军倒了下去，剩余人员趴在马脖子上掉头溃逃。现在，我们已经赢得了士兵的信任，他们对练兵场上时常练习却一直被视为一种儿戏的打法能够取得如此效果感到十分惊讶。当敌军的一名龙骑兵在本营正面不远处倒下，挣扎着从其死马身下爬起来匆忙逃跑时，这种仓皇逃窜的情景同这些头戴马尾盔的龙骑兵略带斯基泰气息的野蛮外表形成了鲜明反差，给我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士兵大笑起来。我们继续行军。过了不久，敌军发起第二次冲击，我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再度将其击退。
[13]



这支小小的步兵分遣队挡住了法军龙骑兵的数次冲击，始终没有让法军突破队形。对普军而言堪称幸运的是，法军并没有带上炮兵。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普军只有几人负伤（有些龙骑兵朝他们开火），法军则承认己方死伤了大约80人。
[14]

 克劳塞维茨继续写道：

在这场小规模反骑兵战斗中，笔者确信了步兵在对抗骑兵时有多么强大。我们列成的方阵是所谓的旧式三列空心方阵
⑭

 。会战失利、连续退却14天而且又缺乏食物的情况令士兵身心俱疲，法军骑兵则因连续取胜而变得大胆又放纵。兵力对比是240名步兵对上1500名骑兵，这对步兵可谓极其不利，也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之一。主官和军官保持的冷静态度和他们时常要求步兵不要擅自射击，要等到最后一刻再开火的做法决定了一切。

有一点笔者可以确信：骑兵的天性不容许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白白遭受射击。人们普遍认为敌军骑兵直到掉头回转前都可以毫无风险地行进，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步兵不管以何种方式射击（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全营齐射，也就是应当让受到冲击的正面同时开火，这种射击方式可能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方式），都不会很快结束，因而使得骑兵在向前奔驰的过程中吃到越来越多的子弹，最后冲到人们所说的直射距离［à bout portant］上。而这些近距离射击恰恰是所有人都希望躲开的。在我们看到的步兵被骑兵突破的战例中，都必定可以发现步兵要么队形混乱，在英勇的骑兵掉头之前就已开始动摇，要么在距离骑兵一两百步时过早开火，等到骑兵迫近的时候方阵已经没有什么火力。笔者在这里不会提及骑炮兵为冲击所做的火力准备，在对付那些战斗意志不那么强的部队时，骑炮兵总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按照笔者本人的经验，在对付法军的时候，骑炮兵的作用可以说非常小，我要说的是：不考虑炮兵的这些作用，骑兵冲击步兵的最佳、最有效方式就是让骑兵分成若干部分以交错队形［en échiquier］发起冲击，这样，第一轮冲击后紧接着就是第二轮冲击。不过，这种队形实际上只能在将中队分成若干个排时才能用于战斗，但骑兵上尉
⑮

 会对它过分抵触，因而很难见到骑兵普遍运用这一冲击队形。
[15]



可以从克劳塞维茨的论述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步枪齐射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实际上，参与齐射的士兵射击有早有晚，或许有的人扣扳机的速度比其他人快，有的人的枪机更紧，需要消耗更多的力气，最后，有的人药池里的火药可能烧得比其他人快，因而更快地引燃了枪膛里的主装药，所以，齐射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

还应当注意到另一个心理因素：法军已经赢得了耶拿-奥尔施泰特大会战，而且追击普军已经两周之久，在此期间普军有时甚至会成群结队地投降，法军可能在习惯于胜利后有些放松，一小队普军的顽抗就会令他们感到震惊，因此，法军的冲击并不够果断。或许龙骑兵已经确信这场战争必定会以胜利告终，也不希望在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冒险送命，而且认为普军早晚都会投降——实际上，这支普军的确很快就投降了。

奥古斯特亲王本人也讲述过这场战斗，他给出了一些与克劳塞维茨存在差异的数据。按照他的说法，他手中大约有400人，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掷弹兵营和莱茵巴本（Rheinbaben）掷弹兵营，而这两个营都已蒙受了惨重损失，法军方面起初参战的是第8、第16、第21龙骑兵团，合计1000—1200人，此后还有第5、第12龙骑兵团抵达战场，所以，法军骑兵总人数约为2000人。根据这位亲王的说法，他的士兵排成了三列，其中第1列士兵跪在地上，而且他记得第1列根本就没有开火，第2、第3列士兵则在法军迫近到相距20—30步时才开火。他们一共击退了法军龙骑兵的7次冲击，法军在每次冲击中都损失了10—20名骑兵和战马。

奥古斯特亲王指出，普军步兵在1814年2月1日/13日埃托日（Étoges）会战中击退了法军骑兵的冲击，但当时的射击效力并不如上文所述的1806年普伦茨劳战斗。根据亲王的说法，原因就是第1列士兵在1814年并没有跪地，却仍然不能开火。此外，由于第1列士兵不仅不跪地，而且还笔直地站着，这就导致第3列士兵无法有效射击。因此，事实上只有第2列士兵参与射击。结果，法军骑兵在埃托日的损失就要远少于普伦茨劳。
[16]



第5、第8、第12、第16、第21龙骑兵团在1806年都隶属于马克-安托万·德·博蒙（Marc-Antoine de Beaumont）将军的第3龙骑兵师，该师还包括第9龙骑兵团。根据马蒂尼安的表册，在普伦茨劳战斗当天，即1806年10月28日，第16龙骑兵团有1名上尉负伤，第21龙骑兵团有1名上校、2名上尉和1名少尉负伤，第5、第8、第9、第12龙骑兵团则没有军官伤亡。在这次战斗中，埃马纽埃尔·格鲁希（Emmanuel Grouchy）的第2龙骑兵师也有几个团出现了军官伤亡：第6龙骑兵团有1名中尉和1名少尉负伤，第10龙骑兵团有1名上尉负伤，第13龙骑兵团有2名上尉和1名中尉负伤，其他各团（第4、第11、第22龙骑兵团）则没有军官伤亡记录。
[17]



克劳塞维茨将普军在1806年普伦茨劳战斗中使用的队形称作“旧式方阵”，这可能是因为普军在1808—1812年改革后不再使用这类对付骑兵的队形和方法：第1列跪地射击遭到废除，空心方阵也在新条令中不见踪影。事实上，新条令引入了一种实心方阵——由一个营组成的紧密纵队，纵队正面为两个排横队，这一队形将在后文加以讨论。

在许多军队中，第1列步兵在迎击敌方骑兵时会得到不要和其他人一道射击的命令——他们的步枪要始终保持装填状态，以便用于最紧急的时刻。某些军队在取消第1列跪地射击的规定后，仍然要求第1列士兵在准备抵御敌方骑兵冲击时跪在地上——这可能是为了有效利用第3列士兵的火力。

有些时候，步兵在敌方骑兵迫近时根本不会开火，而是让步枪保持装填状态：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列成方阵的立陶宛近卫团第2营遭到法军胸甲骑兵的冲击。营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季莫费耶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Тимофеев
 ）命令士兵不要射击，只要求他们给步枪上刺刀，按照他本人的解释：“根据经验，我可以肯定马匹不会冲向正在闪光的金属。”而法军胸甲骑兵也无法突破他的方阵。
[18]

 伊万·彼得罗维奇·利普兰季（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Липранди
 ）在1812年是第6步兵军总部里的一名军官，他谈到了两个俄军骠骑兵团在莫扎伊斯克（Можайск
 ）战斗中冲击法军步兵方阵的情况，此战恰好发生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后一天：

在莫扎伊斯克，苏梅、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冲击法军方阵的战斗相当值得关注，方阵任凭骑兵迫近，始终手执步枪却不发一弹，就此等待骑兵。当有些骠骑兵手持马刀寻找火炮的时候，法军第2列打出了子弹。法军骑兵出现后，我们就不得不离开步兵。可我们刚要后退，一阵猛烈的火力便杀伤了许多骠骑兵。
[19]



按照笔者对这一记载的解读，俄军骠骑兵无法立刻突破法军步兵战线，因此停止冲击步兵，转而试图手执马刀冲击法军火炮。

如你所见，贝伦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认为骑兵害怕在近距离遭到齐射，因而会勒住战马，季莫费耶夫则表示马匹害怕冲向刺刀。其他军官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近距离步枪齐射就可以吓坏战马，让它们跑到两侧或后方去。
[20]



所以，骑兵如果要成功冲击步兵，就得径直向前跑步，不断加速前进，这样会导致步兵出现犹豫，他们不想被高速奔驰的战马撞上，这样队形便会出现缺口，骑兵随后突入步兵集群，彻底将其击败。不过，步兵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混乱迹象，骑兵届时只能要么转向侧面，要么降低速度。

当骑兵降低速度后，步兵就无须害怕骑兵了，因为步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足以抢在骑兵使用马刀或直剑之前攻击骑兵。在这种情况下，枪骑兵仍有可能对步兵构成威胁。马尔蒙元帅提到过德累斯顿（Dresden）会战中的大雨导致步枪无法射击，但若干奥军步兵仍在1813年8月27日列成数个方阵挡住了法军胸甲骑兵——他们非常缓慢地展开冲击——的两次冲击。在胸甲骑兵第三次发起冲击之前，马里-维克托-尼古拉·德·拉图尔-莫堡（Marie-Victor-Nicolas de Latour-Maubourg）将军从自己的卫队中抽出了50名枪骑兵，把他们部署在胸甲骑兵前头。枪骑兵设法在奥军步兵方阵上打开了缺口，胸甲骑兵随后突入，奥军则纷纷扔下步枪投降。
[21]

 不过，在这场会战中，法军的其他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也以别的方式迫使奥军步兵投降：他们要么使用骑炮开火威胁奥军，要么动用手枪射击——这些手枪此前已经装填完毕，而且放在密闭的枪套里，因此即便在雨中也能开火。

马尔博在1813年指挥法军第23猎骑兵团，他讲述了卡茨巴赫河会战中发生的类似事件：大雨导致步枪无法开火，但第23、第24猎骑兵团仍然无法突破普军步兵方阵——法军骑兵战马深陷在没膝的泥泞中，所以只能停在普军步兵队形跟前。不过，法军的第6枪骑兵（lancier）团很快便赶到战场，枪骑兵突破了普军队形，猎骑兵紧随其后，普军步兵随即被击溃。
[22]

 然而，考虑到马尔博是大名鼎鼎的幻想家，他讲述的故事史料价值并不大。

这些胜利究竟是源自枪骑兵可以使用骑枪刺到步兵，还是源自步兵已经因无法开火而心生沮丧，哪怕敌军骑兵的骑枪未曾触及步兵战线，也会带来极大的心理影响？笔者并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曾在第2近卫枪骑兵团效力的布拉克曾提到过一个战例：

在滑铁卢，当我军冲击英军方阵时，在无法突破面前刺刀屏障的情况下，我们当中的一位枪骑兵站在马镫上把骑枪当成标枪［Djérid］掷了出去，一名步兵被它击穿，要不是敌军迅速堵上了缺口，击毙他本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条突破通道。
[23]



这个战例中的步兵在坚守阵地时有能力开火而且并未丧失信心，枪骑兵也就不能破坏步兵队形，这可以为第二种看法提供支持。

然而，这一战例仍然没有非常清楚地表明枪骑兵想要如何突入步兵队形，也没有说清楚枪骑兵离步兵还有多远。或许，枪骑兵畏惧步兵的直射火力，大部分人都和步兵保持一定距离，就连最勇敢的枪骑兵也不敢冒险端起骑枪迫近步兵。

尽管如此，这一战例中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细节：在步兵队形中打开缺口并不意味着骑兵就能取得胜利——骑兵还需要抢在步兵堵上缺口之前突入。而且即便有一名或几名骑兵成功突入方阵，如果步兵尚未丧失信心，指挥官的情绪也保持稳定，那步兵依然没有完全失去胜算。的确会发生单个骑兵突入方阵内部的情况，此时，骑兵要么阵亡，要么将步兵队形切成两段，但步兵仍然不一定会失利。
[24]

 这种情况称不上真正的突破，因为其他骑兵并未跟进，步兵也能够恢复队形。骑兵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让足够多的部队突入步兵队列。

直接参与突破步兵方阵的骑兵留下的记载很少，而且其中的细节也不多。普鲁士骑兵塞夫科（Saefkow）在1813年是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骠骑兵团（Mecklenburg-Strelitzisches Husarenregiment）里的一名军士。在1813年的默肯（Möckern）战斗（此战发生于1813年10月16日，是莱比锡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这个骠骑兵团向由海军炮兵组成的法军步兵团发起了冲击。塞夫科写道：

我是第2列中的一名侧卫军士［Flügel-Untertofficier］，我前方是维尔纳［Werner］军士，我们第一中队以半右转行进展开成横队，这样，它的先导［右翼］部队就必定会率先接敌。我清楚地记得一点，他们［敌军步兵］在开火前让我们中队的右翼迫近到大约20步开外。

枪响了，我感到自己的下巴被猛推了一把，一颗子弹命中了我的筒帽，它和我放在里头的钱一起掉到了地上。与此同时，我旁边的霍尔纳格尔［Hollnagel］从马上摔了下去，还带倒了维尔纳军士的战马。我身处火药的烟雾中，透过它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刺刀：我们在遭遇一轮齐射后刚刚跃进几步就碰到了它们。那景象我仍然记得，就好像是发生在今天一样：一柄刺刀戳到了我那匹战马的鼻子上，弄得它向上高高跃起，我接下来可能是用了马刺或是踢到了它的肋骨，具体怎么回事已经记不清了，我独自开始［战斗］，我朝左右两边砍杀，杀出了一片活动空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冲进了方阵当中，紧跟在我身后的骠骑兵此时也突入其中。这时，一切都成了单打独斗。有个人刺穿了我的外套，但没能伤到我，反而被我在脸上横切了一刀，另一个人则被我劈穿筒帽砍到脑袋，就此倒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和其他人交过手，我在战斗快要结束时受了重伤，不过在此之前，我虽然外套上被刺刀戳出两个孔，却一直没有受伤。
[25]



塞夫科并没有提到他的战马用胸部或蹄子撞开敌军步兵，他只是提到自己朝左右两边砍杀，然后就“杀出了一片活动空间”，他的战马随即将他带进了方阵里。从塞夫科所说的“我独自开始”和“紧跟在我身后的骠骑兵”中可以看出他头一个冲进方阵，然后又有几名骠骑兵跟随他突入其中，之后，方阵就开始崩溃成个体或小群。

因此，即便骑兵能够突入步兵队形，起初通常也只有一名骑兵能够完成突破，他打开的缺口很窄，只有少数后续部队能够跟进，骑兵速度也会大为降低乃至直接停顿下来，他们的队形也不复存在。这种战况并不能保证骑兵取得最终的胜利。结果完全取决于其他骑兵能否利用突破时机跟随先头部队并阻止步兵恢复队形。

早在18世纪，骑兵就已为冲击步兵准备了诸多战术。其中一种是在冲击过程中让一部分轻骑兵以散开队形快速前进，用马枪或手枪朝步兵射击，竭力诱使步兵开火。与此同时，骑兵主力则会不紧不慢地迫近步兵。如果步兵中了圈套，真的朝散开的轻骑兵开火，轻骑兵就要迅速退到骑兵主力集群的间隔当中，骑兵主力则立刻冲击步兵。这种战法被称作“空枪”（法：Dégarnir de feu）。然而，到了拿破仑时代，“空枪”战法就很少能取得成功了——优秀的步兵并不会落入这种圈套。

到了18世纪末，伴随骑兵作战、为骑兵冲击提供火力准备的骑炮兵得到了广泛运用：成功的炮击可以导致步兵陷入混乱，对其士气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骑兵在炮击后立刻投入冲击，步兵就没有时间恢复队形，心理上也不够稳定，因而不足以挡住冲击。

如果骑兵不得不冲击已经做好抵抗准备的步兵，时人一般会建议冲击方阵一角，在本书中也可以找到摘自布拉克著作的类似内容。俾斯麦建议骑兵以双倍间距纵队冲击步兵，他充满信心地表示，就算步兵击退了第一个中队，可当新的骑兵战线从烟雾中杀出时，步兵也一样会陷入动摇。
[26]

 然而，这类冲击在实战中的成功战例仍然很难找到。

总体来说，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盛行的观点是：如果优秀的步兵已经准备好迎击骑兵，那么，即便是最好的骑兵也会铩羽而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骑兵在面对步兵时根本无能为力，也不是说骑兵对步兵的冲击毫无用处。骑兵可以依靠冲击迫使步兵陷入停顿并准备迎击，也就是说，步兵会被迫在原地消极等待一段时间。因此，骑兵冲击带来的威胁束缚了步兵，迫使步兵停止行进，转而列成方阵或紧密纵队。与横队相比，这类机动力较低的队形在面对敌方步兵时会处于较为不利的境地，在敌方炮火下也更为脆弱。此外，优秀的骑兵即便在不利情况下仍有机会突破规模较小的步兵队形。

应当铭记在心的是，骑兵冲击严阵以待的步兵只是步骑斗争中的一种选择。正如布拉克所述，骑兵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此类冲击，要力求在步兵猝不及防时突然发起冲击，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会握有不少胜算：步兵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威胁，根本没有时间整队备战，于是就不愿迎击骑兵，转而出现溃散。毫无秩序的步兵一般而言都无力抵御骑兵。

俾斯麦建议在会战中将骑兵留作预备队，等待冲击的正确时机：随着时间的流逝，敌方步兵会变得疲倦，他们的射击杀伤力降低，敌方炮火也会逐渐减弱，敌军战线开始出现波动，战场上也覆盖着可以隐蔽骑兵机动的烟雾——那便是骑兵上演奇迹的时刻。
[27]

 布拉克阐述了骑兵成功冲击步兵后会发生的情况：

奥地利步兵扔下武器，人人都自称是波兰人，忠实地跟随你。

普鲁士步兵也放下武器，但只要察觉有人过来增援，就马上再次拿起武器。

俄罗斯步兵伏在地上，让骑兵跃过去，接着重新起身使用武器。


问
 ：如果步兵投降，应当如何处理？


答
 ：在步兵放下武器后，尽快把武器拿走，将你的骑兵中队部署在战俘和可能前来救援的敌军部队之间。
[28]



可以从布拉克的话中看到相当有趣的一点：他指出了战败方步兵避免彻底覆灭、损失过大或投降的方法——伏在地上。

骑兵对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构成了严重威胁。步兵散开后的火力密度太过薄弱，也无法依靠刺刀抵挡来自各个方向的冲击。后文在讨论步兵散兵战时将讨论届时应当采取的防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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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炮兵
[1]





火炮和弹药的种类



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野战炮炮身由青铜铸造而成，青铜是一种合金，其中90％以上是铜、5％—8％是锡、1％—2％是铅，此外还有一定含量的锌。一些国家同样用青铜铸造攻城炮和要塞炮，另一些国家则使用铸铁。

炮身架设在炮架上，炮架整体是木制的，局部使用了金属夹架和螺栓加固。发射炮弹时需要装入火药。火药由火硝、硫黄和木炭组成。在18世纪末的俄国，火药成分是28份（70％）火硝、5份（12.5％）硫黄和7份（17.5％）木炭，到了19世纪初则变为30份（75％）火硝、4份（10％）硫黄和6份（15％）木炭。
[2]



欧洲军队的野战炮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作加农炮（法：canon，英：cannon，德：Kanone，俄：пушка
 ），它也是数量最多的野战炮；第二种称作榴弹炮（德：Haubitze，英：howitzer，法：obusier，俄：гаубица
 ）。榴弹炮的数量仅有加农炮的几分之一。加农炮主要使用实心弹，也就是由铸铁制成的实心球。野战加农炮发射实心弹时的装药重量相当于弹重的0.25—0.4倍，弹药比在不同军队中往往存在差异，甚至同一支军队也会根据具体的火炮口径、类型确定相应的比例。榴弹炮的作战目的在于发射一种能够炸开的炮弹，这种中空的炮弹由铸铁制成，内部装有火药，它被称作榴弹（德：Granate，英：shell，法：obus，俄：граната
 ）。榴弹炮在发射榴弹时的装药重量相当于弹重的0.075—0.2倍。

野战加农炮的炮管长度相当于实心弹直径的13—24倍。在装药、口径一定的前提下，如果炮管长度低于这一特定范畴，就会导致射程和射击精度急剧下降，如果炮管长度高于这一特定范畴，却又不会让射程和精度大幅提高。

18世纪和19世纪初，加农炮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具体口径（以毫米为单位计量的炮膛内径）命名，而是用它发射的铸铁实心弹重量（以磅为单位计量）来命名。18世纪初的欧洲军队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加农炮，但到这个世纪末，一支军队的野战炮兵里通常只有两三种不同口径的加农炮。大部分军队的野战炮兵在18世纪末使用12磅、6磅和3磅加农炮，法国、萨克森、西班牙军队则使用12磅、8磅、4磅加农炮。后来，法国和萨克森炮兵也引入了6磅炮，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取代8磅炮。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大部分军队的3磅炮和4磅炮逐渐被淘汰。英军除了12磅、6磅和3磅加农炮外，还使用9磅加农炮。

各个国家的磅具体重量存在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军队中，即便两种火炮以磅数计量的口径数值相同，其实际口径也存在细微差异。根据法国军官让-雅克-巴西利安·德·伽桑狄（Jean-Jacques-Basilien de Gassendi）编写的炮兵军官参考手册——这本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拿破仑战争后多次再版——1英磅（pound）相当于453.6146克，1巴黎磅（livre）则相当于489.5062克。
[3]

 因此，1法磅大约可以折合成1.079英磅。有些参考书给出的折算比例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的差别并不大。
[4]



此外，法国12磅加农炮发射的实心弹重量并不是12巴黎磅，而是12.25磅，或者说大约6千克，8磅炮发射的实心弹重量也是4千克左右……
[5]

 英国的实心弹则截然相反，它的实际重量要比标称值略低一些。因此，法国12磅炮发射的实心弹直径（118.1毫米）要比英国12磅炮（111.7毫米）大不少，法国8磅炮的实心弹直径（102.8毫米）也略大于英国的9磅炮（101.6毫米）。奥地利、普鲁士和拜恩的12磅炮发射的实心弹直径几乎一模一样（都约为114毫米），萨克森的12磅炮则要略大一些（114.4毫米）。在欧洲大国军队使用的12磅野战加农炮中，英国火炮发射的实心弹直径最小，瑞典火炮最大（119.6毫米）。

俄国采用的炮兵磅指的是一个直径2英寸
⑯

 （1英寸=25.3969毫米）的铸铁实心球重量。根据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炮兵委员会成员之一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马尔克维奇（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аркевич
 ）的说法，1炮兵磅等于1.19168贸易磅。马尔克维奇给出的法磅和俄国贸易磅比例是10188:8512，也就是说1贸易磅相当于408.9789克。
[6]

 而根据伽桑狄的参考手册，俄国的贸易磅重量是408.9786克。
[7]

 因此，1俄国炮兵磅相当于487.4—488.0克。在比较不同军队的火炮时，实心弹的直径比磅数更重要。俄军12磅炮发射的实心弹直径（116.3毫米）虽然略低于法国的12磅炮，但也要高于大部分欧洲大国军队里的12磅炮。

除了实心弹口径不同外，炮弹和炮膛内壁间的游隙在不同军队的火炮中也存在差异。不同军队对“游隙”（法：vent，英：windage，德：Spielraum，俄：зазор
 ）的定义往往不一样。在18世纪的法国炮兵中，游隙指的是炮膛内径和测得的最大炮弹直径（grande lunette）的差值。
[8]

 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军将炮膛内径和实心弹直径间的最小差值视作游隙。而其他许多军队——也包括俄军在内——的炮兵会将炮膛内径和炮弹直径间的平均差值视作游隙。在这本书中，为了保持前后行文统一，笔者在谈及游隙时指的始终是炮膛内径和炮弹直径间的平均差值。

不同军队采用的游隙不尽相同。以法军野战炮兵为例，所有口径的野战加农炮游隙都一样（略大于3毫米）。普鲁士炮兵的火炮游隙则因不同口径而存在差异——都相当于实心弹直径的二十四分之一。在拿破仑战争的俄国野战加农炮中，游隙大约相当于炮膛内径的二十九分之一。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前提下，游隙越小，火炮射程和精度就越高。

同一口径的火炮也可能在管长和管壁厚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奥军的野战加农炮和萨克森军队的旧式野战加农炮管长大约是弹径的16倍，法军的野战加农炮和萨克森军队的新式野战加农炮管长大约是弹径的18倍。即便在同一支军队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同一口径的多种火炮。以18世纪下半叶的普军炮兵为例，仅12磅加农炮就有三种之多——轻型（管长是弹径的14倍）、中型（管长是弹径的18倍）和重型（管长是弹径的22倍），重型加农炮的炮身重量可以达到轻型、中型加农炮的1.5倍以上。不过到了19世纪初，普军野战炮兵中的12磅加农炮就只剩下中型了。

榴弹炮与加农炮存在显著差异，榴弹炮的炮身要短得多，它的长度只有弹径的4.5—7倍，此外，许多军队的榴弹炮中还有所谓的“药室”（камера
 ），也就是炮膛尾部安放装药的空间，它的直径要小于炮膛内径。由于装填时需要用手把装着火药的纸包或帆布包塞进药室里，因此榴弹炮的炮膛深度就不能大于手臂长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部分欧洲军队依然用旧的方式命名榴弹炮——也就是用榴弹炮发射的石弹磅数来命名，虽然炮兵已经很久不用石制的实心弹了。在英军中，榴弹炮的名称源于以寸为单位度量的炮膛内径。而在法军中，榴弹炮名称起初源于以寸为单位度量的榴弹直径，后来则和英军一样使用以寸和更小的长度单位度量的炮膛内径。寸相当于尺的十二分之一，不过，和作为重量单位的磅一样，尺这个长度单位在不同的国家也往往会存在差异。

对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主要军队所用火炮的比较（见附录）表明法军加农炮的实心弹重量大于其他国家的对应火炮，游隙则要小于对应火炮，此外，法军加农炮的管长也要长于其他军队，在这个方面只有普军加农炮并不逊于法军。最后，法军加农炮要比普军加农炮轻得多，也比英军加农炮轻一些。就装药重量和炮弹重量的比例看，法军火炮要略低于普军和英军，但也高于奥军和俄军。因此，法军的加农炮是欧洲主要军队中最好的加农炮。

普军加农炮的突出之处在于装药重量相对于炮弹重量的比例较高，但普军加农炮游隙相当大，炮身也最沉重。俄军加农炮最轻便，而且与普军、奥军和英军加农炮相比，其游隙相对较小，弹重则相对较大，但就药、弹重量比例来看，俄军加农炮总体而言却是最低的，只有12磅加农炮的平均比例才高于奥军的12磅野战炮和英军的12磅轻炮。奥军加农炮管长最短、游隙最大、装药和炮弹的重量比例也最低，所以实心弹的杀伤力相对较弱（火药质量也会影响到杀伤效果，但关于这一点并不存在确切数据）。与此同时，奥军加农炮则要比普军、英军和法军轻一些。



火炮的射击



任何一门火炮在射击时的必要人手都是5—6个人，其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肩负特定的职责。为了减轻工作负担并加快射速，还可以增加一些人手，所以就炮组成员人数而言，轻炮少则7—8人，重炮多则12—15人。

由于后坐力的影响，火炮在每次射击结束后都要后退一段距离，这就需要用人力将火炮推回原位。后坐距离取决于火炮全重、炮弹重量、火药用量、射击仰角和地面状况，最少有1.5米，最多则可达到5米以上。

在装填火炮之前，还有必要清理炮膛内部，否则此前射击时留下的火药残渣仍在冒烟，它可能会引燃随后填入的装药，导致装填人员受伤或死亡。清理炮膛时需要使用固定在长杆上的特制毛刷，这种工具被称作炮刷（банник
 ）。一名站在火炮右侧（这个“右侧”指的是从站在火炮后方观察敌军动向的人员角度看过去的右侧）的炮手将负责使用炮刷。

清理完炮膛后，另一名站在火炮左侧的炮手就要把装药填入炮膛。在18世纪之初，装填还是分步进行的。先要放入装药：或用特制的药铲（шуфлы
 ）把散装火药铲进去，或把预先称量好且装在帆布包或纸包里的定装火药放进去。然后把一块圆柱形木块放进炮膛将装药牢牢封住。最后再将炮弹——实心弹或榴弹——送进炮膛。装填手需要连续将上述物体放入其中，一名炮手则要把炮刷倒过来，用加厚的长杆——人称推弹杆（прибойник
 ）——底部将它们塞进炮膛末端。装填手通常还有一两名协助运送弹药的助手。

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有人开始制备一体化的发射药包，它包括已经精确测量过的装药、给炮弹留出半球形缺口的圆柱形木块——它在炮兵术语中名为弹托，法军炮兵称其为sabot，俄军炮兵则使用源自德文的шпигель
 （德：Spiegel）一词——以及附着在弹托上的炮弹（实心弹或榴弹）。弹药整体会被打包装进厚布袋或特制的厚纸袋。使用这种弹药可以显著加快装填速度。不过，即便在加农炮采用发射药包后很久，榴弹炮仍旧采用分步装填，这是因为榴弹炮药室直径小于炮膛内径，那就只能先将一袋或一包火药放入药室，再把榴弹送进炮膛。因此，对榴弹炮而言，它的炮膛不能比手臂长。

将药包放入炮膛尾部后，站在火炮左后方的另一名炮手就要用特制工具清理位于炮膛后部上方的火门，从火门中刺穿药包。此后，他要么将导火管（一只内部装有可燃混合物的木管）插入火门中，要么将火药粉末撒入火门。

由于火炮在射击完毕后会后坐，就有必要在每次开火时都重新瞄准。调整火炮水平朝向的步骤如下：瞄准手沿着炮管观察目标，然后下令调整火炮朝向，一两名站在火炮后方的炮手随后使用插入特制金属环中的木柄将炮架尾部转向左侧或右侧，这样就可以微调火炮瞄准方向。

在垂直方向调整仰角的步骤起初如下所述：瞄准手沿着炮管观察目标，一两名炮手用杠杆竖起炮管末端，当炮管处于预定位置后，瞄准手就把一块木楔子放在炮管末端下方的横杆上，以此固定仰角。到了18世纪，位于炮架以上、炮管末端以下的螺杆装置广为流传，它可以沿水平、竖直方向推动炮身。这些创新极大地方便了瞄准，使得它可以由一人独自完成，其速度也大为提高。

当火炮装填、瞄准完毕后，炮手就要远离火炮，以免在火炮后坐时不慎落到炮车车轮下方。随后，位于火炮右侧、炮管末端的瞄准手就把一根被称为“点火杆”（пальник
 ）的特制火绳杆插入火门。点火杆引燃导火管或火门里的火药，然后继续烧到炮管内部的装药，射击步骤就此完成。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益于上述创新发明和火炮的轻量化，训练有素的炮组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多次射击。火炮口径越小，能够达到的射速就越高：3磅炮或4磅炮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每分钟高达6发的射速。在实战中，炮兵既要观察弹着点，追求精准射击，也要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在装填过程中犯错，以免导致装药过早爆炸，还要防止炮管过热，以免炮管变形乃至铸炮所用合金中的锡融化，因此炮兵的实际射速要低得多。远距离射击时的射速约为每分钟1.5发，而在无须仔细瞄准的近距离射击中，射速可以高达每分钟3—4发。

在移动火炮时需要用到所谓的前车，它是一种两轮马车，前车后部有一个相当厚实的垂直基轴，可以将炮架尾部放在基轴上，为此，炮架后方的横杆上会留有一个特制的孔洞或装有一个大型金属圆环。前车需要以多对挽马拖曳。18世纪上半叶的野战炮需要至少10匹战马。到了该世纪下半叶，随着火炮的轻量化，6磅加农炮只需要4匹或6匹挽马（2对或3对前后相继的挽马），12磅加农炮也只需要6匹或8匹（3对或4对）。弹药装在弹药车里运输，这些车辆也会配备自己的挽马编队。某些军队的炮兵会在前车上放置小型弹药盒，里面的炮弹数量可能会高达几十发，有的军队甚至还会在炮架上的小盒子里放入几发炮弹。

野战火炮需要在良好的道路上机动，或者至少也得在坚实的地面上机动，然而，即便在有利情况下，即便配备了全套挽马，它们的机动速度仍然相对较慢。野战炮兵在战斗中通常沿着最好的道路行进，和装载弹药、工具的车辆一道编组成独立的纵队。

18世纪上半叶的野战炮在脱驾、就位后通常不会展开战地机动——要从后方将挽马编队带到火炮所在地，让野战炮重新系驾，移动到另一处便于作战的阵地，然后再度脱驾，这些步骤耗时实在太久。此外，敌军在炮兵机动过程中不会遭到威胁，既漫长又移动缓慢的挽马编队也会成为敌军的理想目标。团属火炮在战地机动时由人力运输，炮兵会参与搬运，火炮所属团也会派出若干步兵前来协助。

在18世纪中后期，随着野战炮重量有所减轻，它们也同样可以借由人力进行短距离机动。在人力运输时可以采用若干装置，比如说插到炮架上特制金属夹架里的木杆，又比如说挂在肩膀上的背带，它和末端装有钩子的绳子或皮带连在一起，后者会挂到炮架的特制圆圈上。尽管大口径火炮的重量也减轻了，但对它们而言，这种人力运输方式仍然是相当缓慢、冗长的。

为了在不使用前车的情况下让火炮轻松、快速地完成机动，炮兵还采用了其他装置。如果能够使用特制的绳子或皮带，用钩子把它们挂到火炮上，也可以套上一两匹挽马去协助人员运输。如果以这种方式机动，那就既可以让炮口朝前，也可以让炮口朝后（也就是说不用调转炮口就可以前进或后退），这与使用前车机动有所不同，因为火炮在系驾后只能以炮口朝后的状态运输。

后来出现了所谓的“钩索”（prolonge），这是一种让火炮能够和前车连在一起、在战斗中以足够快的速度移动相当长一段距离、沿着地面拖动炮架尾部的长绳。运输中，钩索可以帮助火炮以炮口朝前或朝后的状态展开机动，当火炮停下后，它也可以迅速与前车分离。然而，使用钩索机动时的速度仍然较慢，运输过程也相当艰难。如果有必要尽快让火炮机动几百步或更长一段距离，那最好还是让火炮系驾，使用前车运输。得益于火炮的轻量化，配备全套挽马的前车在拖曳火炮时能以快步行进，所以炮兵们哪怕是跑步也一样追不上火炮。

骑炮兵——所有炮兵都配备乘马并骑马行进，火炮挽马编队中的马匹数量也多于普通炮兵——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某些军队中。骑炮兵能够以跑步行进。有人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率先（于1759年）创立了骑炮兵。然而，弗里德里希的想法实际上源于他与俄军的一次交锋，在那次战斗中，俄军完全由骑兵组成，却仍然携带了火炮。
[9]

 事实上，18世纪中叶的俄军不仅会给步兵团配备团属火炮，也会给某些骑兵团配备火炮。尽管如此，以独立炮兵单位形式存在的正牌骑炮兵要到1794年才在俄国出现。在以奥军为代表的某些军队中，骑炮兵里只有少数炮兵乘马行进，其余人员则坐在炮架、前车和弹药车的特制皮革座位上。这样的座位被称为“香肠座”（Würst）。

欧洲军队直到18世纪末都存在一个阻碍炮兵战地机动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在有些军队中持续到19世纪初：炮兵的挽马由私人承包商提供，赶马的驭手（ездовые
 ）也并非士兵。某些军队甚至要拖到开战前才会签订马匹供应契约并雇用驭手。战斗一打响，承包商就会竭力将挽马带到后方去，以免它们遭受敌方火力杀伤，驭手也会尽量远离危险。结果，炮手就别无选择，只能在必要情况下采用应急手段自行移动火炮。如果遭遇全面失败的情况，部队也陷入溃逃，那么炮兵就只得扔下火炮，把它们留给敌人。

所有军队相继采用了另一种制度：驭手成为和炮手一样的士兵，也开始遵守同样的纪律。军队抽出人员和马匹——马匹是预先以公费购买的——组建了特定的炮兵辎重部队。不过，在某些军队中，这类炮兵辎重部队的士兵在运输火炮时并不是火炮所属炮兵部队军官的正式下属。



炮弹种类、弹道和对目标的杀伤效果



要想杀伤目标，实心弹就必须直接命中它。实心弹需要水平射击或以2°—3°以内的极小仰角射击。当实心弹能够以足够的速度飞行时，它对人员和马匹的杀伤效果非常强：在皮埃蒙特（意大利西北部的邦国，首都为都灵）进行的实验表明，皮埃蒙特8磅炮（口径大约相当于俄国的6磅炮）在近距离射击时可以用实心弹击穿整整20匹挨在一起的马。
[10]



实心弹在有效射程内可以将飞行轨迹上的一切人员打死打残。在拿破仑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人们可以找到描述实心弹击穿人体、砸碎脑袋后将脑浆和鲜血溅到周边人员身上、让切断的肢体飞上天的诸多资料。

即便实心弹并没有触及人员，而只是在很近的地方飞过，它带来的冲击波仍然有可能强烈影响人员，导致他在此后几天内无法作战。如果实心弹导致人员头部负伤，其挫伤后果甚至有可能影响终身。炮兵军官奥西普·维肯季耶维奇·戈尔斯基（Осип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Горский
 ）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812年7月20日/8月1日的别雷（Белый
 ）镇战斗中，他把身子探到火炮前方清理炮膛，就在那一刻，一发敌军实心弹从他头顶上和背后飞过，戈尔斯基于是失去了知觉，他的头、颈和背都变黑并肿胀。不过，他随后还是恢复过来，甚至能够继续投入战斗，到了1812年9月，他已被任命为第7骑炮连连长。

戈尔斯基坚持认为他的骑炮连在小雅罗斯拉韦茨（Малоярославц
 ）会战中用实心弹击毙了法军第13步兵师师长亚历克西-约瑟夫·德尔宗（Alexis-Joseph Delzons）将军，在1813年4月19日/5月1日的里帕赫（Rippach）战斗中打死了法军近卫骑兵指挥官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Baptiste Bessière）元帅，在1813年5月10日/22日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战斗中导致法国宫廷总管热拉尔-克里斯托夫-米歇尔·迪罗克（Gérard-Christophe-Michel Duroc）将军受了致命伤，还让弗朗索瓦-约瑟夫·基尔格纳（François-Joseph Kirgener）将军阵亡，在莱比锡会战中又削掉了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拉图尔-莫堡将军的双腿。然而，戈尔斯基终其一生都受到病痛发作的严重影响，他在极度兴奋的时刻往往不知道正在做什么，之后也记不清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按照此人的说法，他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才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于1825年12月13日/25日前往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结果被人指控参与十二月党人密谋，因而于次日遭到逮捕，他无法为自己申辩，不得不在流放地生活多年。
[11]



从加农炮中水平射出的实心弹会在重力影响下逐步落地。实心弹在离加农炮尚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撞击地面，而后弹起，接下来继续向前飞行，依然保持着威胁。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实心弹可以弹起5—6次，每次的飞行距离都比前一次短一些，直到最后无法飞起，只能沿着地面滚动为止。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挡在炮弹前方的人没有避让，它依然能削掉脚趾或脚后跟。

让实心弹以弯曲弹道进行高仰角射击几乎毫无意义，由于炮管、炮弹和火药质量差和瞄准器具较为原始，射击准度非常低，所以，用实心弹命中步兵和骑兵的单薄战线就显得极为困难。如果实心弹以超过12°的仰角射击，它落地后就无法弹起，而是直接栽进地里。
[12]

 即便是在准确命中的情况下，以大角度落地的实心弹也只能击中少数几个人。因此，就算敌军离实心弹初次落地处还有很远一段距离，炮手仍然会以不超过2°—3°的小仰角展开射击，这是希望实心弹能够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落地弹起后命中敌军。

从加农炮到实心弹初次落地处的距离取决于加农炮口径、装药重量、炮管长度、炮口仰角以及炮口和入射点间的高度差异。根据沙恩霍斯特举出的例证，当普鲁士6磅炮在平整地面上水平射出实心弹时，炮弹初次落地处距离火炮为400步（约292米），弹起后继续飞行600步（约438米），接下来再前行500步（约365米），此后又是400步，之后两次各飞行100步（约73米），所以，实心弹总的飞行距离是2100步（约1533米）。
[13]



撞击点所在地面的坚实、平整程度也会影响实心弹的弹跳距离。在采用跳弹射击时，为了让实心弹持续飞行并横扫轨迹上的一切目标，实心弹在第二次弹起后就不应当跃升得比人体还高。显然，在使用这种射击方式时，除去加农炮位于高地，而己方其余部队位于低地的特殊情况外，加农炮是无法让炮弹从己方部队上空飞过的。然而，即便加农炮有可能越过己方部队头顶射击，时人一般也不会建议炮兵如此行事：这样的射击会扰乱己方人员，弹托甚至有可能会误伤他们。
[14]



沙恩霍斯特就炮兵的射击准度和射程给出了若干信息。就平均数据而言，在使用6磅加农炮瞄准14尺（4.40米）宽、6尺（1.88米）高的标靶直射时，如果标靶和火炮距离为800—1000步（584—730米），有一半的实心弹可以命中；如果距离为1500步（1095米），命中率还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如果距离为1800步（1314米），命中率就只剩下二十分之一了。在平整的地面上，当测试方使用12磅加农炮轰击相距2200步（1606米）的标靶时，命中率至多为三分之一。如果采用跳弹射击距离为1800—2500步（1314—1825米）的标靶，命中率大约在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如果火炮从100尺（31.4米）高的小山上朝平地射击，那么跳弹在同等距离上的命中率仍然与前文的平地测试相近，但如果从山下的平地射击100尺高的小山，同等距离上就只有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跳弹能够命中。

在6磅加农炮朝距离火炮400—600步（292—438米）的标靶发射的所有实心弹中，有一半炮弹偏离射向5—7尺（1.6—2.2米），部分炮弹的偏离高达20尺（6.3米）。当距离为1500步（1095米）时，就有一半炮弹偏离射向12—15步（8.8—11.0米），部分炮弹的偏离高达50—60步（36.5—43.8米）。当距离为2000步（1460米）时，最大的偏离距离达到了整整100步（73米）。
[15]



地形的特征对加农炮的火力影响很大。如果敌军隐蔽在狭窄的低地里或小丘后方，那他们实际上仍是安全的。野战工事——工事胸墙厚2—3米，用压实了的土建成，此外还用缠绕起来的木棒或柴捆（捆在一起的木柴）加固——和配有厚墙的石构建筑在被炮火摧毁前也能够很好地抵御实心弹火力。如果实心弹落地点凹凸不平或土质松软，那就可能导致下一次“跃起”长度下降，进而使得炮弹在水平、竖直两个方向严重偏离射向。

反过来说，如果实心弹落在多石的地表上，那就可以增强炮击威力——由于实心弹带来的冲击，碎石会以高速飞离地面，给邻近人员造成严重伤害。
[16]

 在炮击建筑物时，砖、石、瓦、木的碎片也会重创建筑附近或内部的人员。

为了实现最大的杀伤效果，时人一般建议把加农炮部署在面朝敌军的缓坡上，敌军所处位置则应当是尽可能平坦的大块开阔地。这样的阵地可以为炮兵提供良好视野，也能让火炮发挥威力。炮兵有必要观测实心弹的弹着点并加以调整，确保它落在大体平整的坚实地面上，让它既不打到陡坡、悬崖、冲沟等地，也不落到草丘或沼泽中。将加农炮部署在坡度陡峭的高耸土岗上并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做法——要是展开远距离射击，实心弹会以太大的角度落地，因而要么反跳乏力，要么立刻栽进地里；要是敌军迫近土岗底部，那么加农炮就很难命中敌军，甚至根本无法命中。将加农炮部署在陡坡上也无利可图，因为剧烈的侧倾会导致它难以瞄准。

如果加农炮并不在高地上，而是位于大体平整的地面上，那么哪怕它前方只有少数地物——小丘、树丛、灌木丛、建筑物等等，敌军都可以利用它们避开火力。因此，适于部署加农炮的高地在这个时代的战术里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既是源于高地可以为加农炮提供最好的射击条件，也是因为敌军对高地的仰射效果相对较差。此外，这类高地可以为身处后方的部队提供掩护，让他们位于敌军视野之外，也能免遭敌方炮火打击。

榴弹是一种能够炸裂的炮弹，它与实心弹截然不同。在引爆榴弹时需要预先让导火管穿过开口插入到榴弹内部。在榴弹炮发射榴弹时，它会引燃导火管——一根内含可燃混合物的木管或芦管，一段时间后，导火管延烧到底部，火焰就被传导到榴弹内部的火药里，爆炸随之发生，导致榴弹炸裂、破片飞出。

榴弹炮可以让炮管以高仰角射击，这样就能够轰击位于高地和建筑物后方以及建筑物和狭窄洼地里的敌军部队，与此同时，榴弹炮却有可能躲在高地后方和洼地里隐蔽起来。当榴弹炮使用全装药（也就是在药室里塞满火药）进行高仰角射击时，榴弹就可以飞得相当远。根据沙恩霍斯特的数据，当一门普鲁士7磅榴弹炮使用2柏林磅（0.936千克）装药以20°仰角射击时，榴弹就可以打到2500步（约1830.8米）以外，一门普鲁士10磅榴弹炮在仰角为20°、装药为2.5柏林磅（1.170千克）时可以将榴弹打到2900步（约2123.7米）以外。
[17]

 根据伽桑狄的数据，格里博瓦尔体系下的法军6寸榴弹炮在仰角为45°的全装药（装药重量为28盎司，即0.857千克，1磅=16盎司）射击中可以将榴弹打到1200法寻（2339米）之外，法军于1795年投入现役的6寸普鲁士式“远程”榴弹炮（obisier de 6 pouces à longue portée，à l’instar des Prussiens）在仰角为45°的全装药（装药重量为4磅8盎司，即2.203千克）射击中可以将榴弹打到1600法寻（3118米）之外。
[18]



然而，高仰角射击的准度相当低，而且在这种远距离射击中准度可以说是尤为低下：由于炮管短、游隙大，即便仰角相同，榴弹炮在发射榴弹时的落点散布也要比加农炮发射实心弹时大得多。此外，以高仰角、全装药射击还会让炮架迅速受损。

从开火到榴弹炸开的时间间隔由导火管内可燃物的燃烧速率和导火管被截去的长度决定。这种做法相当不准确，有的榴弹炸开时间太早，有的太晚，还有的根本就没有爆炸：这可能是因为开火时没有点燃导火管里的可燃物，也可能是由于导火管质量不佳或受了潮，因而提前熄火。当榴弹炮以高仰角射击且榴弹落地后并未跳起时，约有3％—4％的导火管会在飞行途中脱落。如果榴弹落地后又跳起，就会有11％—12％的导火管脱落。
[19]



沙恩霍斯特的测试表明，10磅榴弹在使用1磅11罗特（0.629千克，1罗特=0.031磅）装药时会产生18—19块破片，7磅榴弹在使用1磅（0.468千克）装药时会产生24块破片。榴弹的破片可以飞到距离爆炸点整整300步（约220米）远的地方。然而，如果榴弹在地面上炸开，那么破片就只能杀伤40—50尺（12—15米）以内的步兵，而在这个距离以外，破片则会从步兵头顶上飞过。
[20]

 显然，由于骑兵的人马总高度大于步兵身高，破片对骑兵的杀伤范围就要大于步兵。所以，尽管榴弹无须飞入敌军队形内部，它仍要在距离敌军足够近的地方炸开。

当榴弹炮以高仰角射击时，有的榴弹会过早炸开，也就是说它在空中飞得太高，也有的会过晚炸开，也就是直到落地都没有爆炸。此外，高仰角射击也会给炮架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高仰角射击时炮架的损耗速度要快于低仰角射击。所以，当炮兵在相对平坦、开阔的地面上使用榴弹炮时，他们也往往会采用和加农炮一样的射击方式：以很低的仰角展开射击，让榴弹低空掠过并多次跳起，最终在敌军队形中爆炸——如果无法在敌军第一线附近炸开，那也得在第二线或预备队附近炸开。
[21]

 榴弹炮的高仰角曲射主要用于攻击位于障碍物后方或工事内部的敌人。尽管榴弹炮可以越过己方部队头顶展开轰击，但它在实战中很少这么做。这既是因为曲射过低的杀伤力和观察弹着点的难度，也源于有人担心某些榴弹可能会在己方部队上空过早爆炸。
[22]



炮火对部队的影响不仅仅出现在人员损失方面。就算实心弹没有伤到人，它也会在飞行中制造出呼啸声和刺耳的蜂鸣声，
[23]

 影响到士兵的注意力和心理，此外，实心弹落地时激起的土块和烟尘也会产生影响。榴弹同样能够以其呼啸声和爆裂声惊吓士兵。
[24]

 榴弹的轰击对骑兵的影响尤为显著——爆炸的声浪会吓到战马，让它们远远跑开。
[25]



除去实心弹和榴弹外，还有一个使用广泛的弹种——霰弹（德：Kartätsche，法：cartouche à balles、mitraille，英：cannister、case-shot、grape-shot，俄：картечь
 ），加农炮和榴弹炮都可以发射霰弹。18世纪初的霰弹实际上就是一包用铅制成的子弹。这种霰弹的主要缺点在于铅弹相对较软，其中许多弹丸会在发射时严重变形，也就不能飞得很远，有时候会有几颗弹丸卡在一起形成铅块，这样的铅块很快就会失速，落在离火炮不远的地方。此外，铅弹落地后起跳效果不佳——它们在落地时就会变形。后来，霰弹用铸铁弹丸取代了铅弹。铸铁制成的弹丸不易变形，不会卡在一起，而且跳起效果和实心弹一样好。
[26]

 因此，使用铸铁弹丸的霰弹在有效射程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霰弹的铸铁弹丸放在圆柱形的白铁罐里。定装霰弹的制备方式与实心弹一致：将一份装药放进包里，然后给药包放上一块木弹托（шпигель
 ），再往上就是装有弹丸的白铁罐。某些军队会分步装填霰弹：先将一包火药放进炮膛，然后再放入白铁罐（木弹托要么附着在药包上，要么附着在白铁罐上）。

白铁罐在开火后会裂开，弹丸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向外扩散。如果对同一门火炮发射的实心弹与霰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霰弹的射程和穿透力都远低于实心弹。因此，霰弹虽然能够比实心弹和榴弹更有效地轰击敌方横队，但它也只能在相对较短的距离上发挥作用。到了19世纪初，大部分军队给每种火炮都配备了两种霰弹：小霰弹或近程霰弹（许多小弹丸）和大霰弹或远程霰弹（数量较少的大弹丸）。某些军队甚至会配备三种霰弹，最大的弹丸可以重达1磅。

霰弹在发射时同样需要采用较低的仰角，不过它还是比发射实心弹时的仰角略高一些。火炮前方的地形对霰弹杀伤力影响很大。根据某些炮兵的说法，大部分弹丸会在触及敌军之前落地。
[27]

 平整、坚实的地面可以提供最好的射击环境，它能够让弹丸很好地向前跳起。
[28]

 如果地面不平或湿软，又或是刚刚被犁开，就会有许多弹丸陷进地里，其他弹丸也会失速并飞往诸多不同方向。
[29]



霰弹是一种相当难以预料的炮弹：即便是在同一条件下射出的两发霰弹，上靶弹丸数量差异也可以高达两倍之多。
[30]

 根据沙恩霍斯特的说法，如果目标位于起伏地形，霰弹的平均上靶弹丸数量就只有同一条件下平地测试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沿着上坡方向射击时，霰弹的平均上靶弹丸数量大约是平地测试时的一半，沿着下坡方向射击时则变为三分之二。
[31]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要把火炮放在坡度陡峭的高耸土岗上的意见更适用于发射霰弹的场合。

如果比较编组在同一个炮兵连里的加农炮和榴弹炮，以普军的6磅加农炮和7磅榴弹炮为例，尽管它们的口径差别很大（前者是94.2毫米，后者是150.4毫米），但大口径的榴弹炮在发射霰弹时的威力仍然远小于加农炮。其原因就在于榴弹炮的炮管相对较短，装药重量也相对较轻（可见附录中的“普军火炮参数和加农炮、榴弹炮射击测试结果”）。
[32]



大口径加农炮在与小口径加农炮相比时既具备优势，也存在劣势。对加农炮而言，大口径的优势在于霰弹可以飞得更远、失速较慢、较难偏离射向，因此，在射击距离较远的目标时，大口径炮的霰弹杀伤力要强于小口径炮的实心弹和霰弹。在轰击坚固建筑物和工事时，大口径加农炮的优势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炮弹速度相同的前提下，弹径较大的实心弹能够击穿更厚的墙壁，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大口径炮由于在射击远距离目标时准度更高，也在轰击敌方炮兵——这是一类体积较小的目标——时具备优势。此外，直径较大的实心弹发出的响声和呼啸声音量更大、音调更低，因而能够对敌方士兵的心理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33]



然而，大口径加农炮要比小口径加农炮沉重得多，因此也难以机动和操纵，其中尤为麻烦的事情是将后坐的火炮推回原地。因此，小口径炮的射速要比大口径炮快不少。在法军的12磅加农炮完成3次射击的时间内，6磅加农炮可以射击4次；4磅加农炮在短时间内射速可以高达每分钟7发，而12磅加农炮短期内最高只能达到每分钟2发。
[34]



另一方面，如果火炮轰击近距离或中等距离上的敌军部队，那么直径较大的实心弹事实上就没什么优势了，因为不论弹径如何，实心弹的冲击力都足以击穿人、马的身体，对实心弹而言，这些人员和马匹并不能算是显著障碍。因此，落在队列里的小实心弹可以和大实心弹一样命中许多人马，也能取得近乎相同的杀伤效果。因此，当火炮在相对较短的距离上轰击敌方部队时，小口径加农炮的威力不仅不比大口径加农炮逊色，而且在某些炮兵看来，前者甚至可以凭借较高的射速获得强于后者的杀伤力。
[35]



不过，大口径加农炮在发射霰弹时的有效射程更大。因此，在小口径加农炮的霰弹火力已经毫无意义的距离上，大口径加农炮仍有可能使用霰弹杀伤敌军，而且，当射击展开成横队的敌军时，霰弹在一定距离内的威力还要强于实心弹。霰弹的杀伤力大小也取决于弹丸是在击穿了一名敌军后继续杀伤后续人员，还是就陷进它命中的第一个目标，因此，大口径加农炮发射的霰弹在极近距离上的威力可能会强于小口径加农炮发射的实心弹。不过，现有的信息还不足以得出这方面的确切结论。
[36]



至于榴弹炮，大口径榴弹炮在榴弹射程方面要优于小口径榴弹炮，但一般而言榴弹炮不会朝这么远的目标射击。大口径的优势在于弹径较大的榴弹爆炸效果更强，能够让破片飞得更远。大口径榴弹炮在发射霰弹时也比小口径榴弹炮更有效。不过，在同一支军队的榴弹炮中，与小口径榴弹炮相比，大口径榴弹炮的重量更大，也更难操纵。

除了实心弹、榴弹和霰弹外，拿破仑战争中还用到了榴霰弹或施雷普内尔弹。这种炮弹以研发它的英国军官亨利·施雷普内尔（Henry Shrapnel）命名，它在1784年研发成功，1803年被英军采用，1808年首次用于欧洲战场，在葡萄牙投入实战。榴霰弹是一种榴弹，但榴霰弹内部不仅有火药，还有相当数量的弹丸。榴霰弹在炸开后通常会出现15—25块破片，弹丸的出现则使得杀伤效果剧增。在拿破仑战争中，只有英军广泛使用了榴霰弹，它成了供加农炮和榴弹炮使用的弹种。

除了上文列出的弹种外，当时还有燃烧弹、照明弹和发烟弹，这类炮弹都是榴弹，拥有数个开口和多种类型的药包，药包放在金属网或金属片组成的护套中，内部装有特制的可燃物。



十八世纪火炮性能和重量的变迁



在18世纪初，炮膛和炮弹的制造技术依然非常原始。由于合金质地不佳，管壁就得铸得非常厚，以防炮管在开火时裂开，因此炮管重量非常大，这就需要相当结实的炮架——事实证明这样的炮架也相当沉重，所以拖动一门火炮需要至少10匹马，而火炮就算在良好路面上也依然行动迟缓，在战斗中更是极难机动。

早在17世纪就有人开始尝试创建灵活机动的炮兵。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在他的军队里引入了专门用于发射霰弹的特制加农炮，它轻到无须马匹协助几个人就能搬动的地步。随后，这类火炮也出现在其他军队中。它们的作战目的是直接支援步兵作战，因而被称作团属火炮或营属火炮。这类轻炮此后逐步出现在几乎所有欧洲军队中。因此，用于会战的火炮可以分为两类：野战火炮和团属火炮。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金质地得到了提高，铸造技术有所进步，通过实验获得的经验也不断累积，火炮的管壁变得越来越薄。人们根据试验得出了炮弹重量和装药重量的最佳比例和这一比例下的最佳管长。事实证明，在一定范围内显著降低管长几乎不会对射程和准度造成影响。野战炮的重量在18世纪逐步减轻。为了增强火炮机动力，炮兵开始放弃口径太大的火炮，其余火炮也尽可能地进行轻量化革新：他们将管壁和炮架越做越薄，这也就限制了火炮能够承受的装药量并缩短了管长。此外，炮兵还提高了炮管、炮弹铸造质量，缩小了炮弹与炮膛内壁间的游隙，这就使得火炮的射程和准度不至于下降太多。

在法国，两种火炮体系——最早版本出现于1732年的瓦利埃（Vallière）体系和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才出现的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体系——的支持者争论了很久。格里博瓦尔在确立自己的火炮体系前曾为奥军效力过一段时间，而奥军当时已经装备了较为轻型的火炮。瓦利埃体系的支持者指责格里博瓦尔的火炮——同等口径的格里博瓦尔体系火炮重量只有瓦利埃体系火炮的三分之二——射程和穿透力不足，所以，在使用格里博瓦尔体系火炮时，为了有效轰击敌军，就只得把火炮推到离敌军较近的地方，而且这类火炮也不适于破坏工事，它们的炮身和炮架都太过脆弱，炮架在快速射击时会损毁，炮身则可能在开火时裂开。

格里博瓦尔体系在1764年出现，此后于1765年进行了测试，但直到18世纪70年代后期才被法军正式采用。这一体系直至1803年都几乎毫无变化，此后虽然出现了一些变革，但幅度也不算很大。引入轻量化火炮极大地增强了火炮在行军途中和战场上的机动力。然而，12磅加农炮仍然相当笨重，它在行军中还是需要3对挽马，这依旧多于只用2对挽马的小口径加农炮，12磅加农炮的战地机动也更为困难。



组织与战术



18世纪初的野战炮兵并没有明确、固定的组织结构。所有野战炮都被编入所谓的“炮场”（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парк
 ）。军队统帅根据战斗队形将炮场里的火炮分成若干个被称为“炮群”（батарея
 ）的部分，通常情况下会在步兵战线侧翼配置一个炮群，如果战线足够长，也有适于炮兵部署的地方，那还可以沿着战线正面配置至少一个炮群。炮群可以包括任意数量的火炮，而且它们的种类、口径往往存在差异，由于统帅的决定可以随时改变火炮的分配情况，炮群实际上也只是一种临时的组合。到了18世纪中叶，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开始设立成分固定的炮群——一般由10门同口径的同类火炮组成。在18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欧洲军队都采用了标准化的固定野战炮兵编制，许多军队还设立了加农炮和榴弹炮混编的炮兵连：一般包括几门同一口径的加农炮和2门同一口径的榴弹炮。

在18世纪初，火炮数量和军队人员数量的比例大约是每一千人配备2—3门炮。在那时，野战火炮仍然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它的确有用，特别是在防御中非常有效，但并不是特别重要。到了世纪中叶，奥军率先认识到火炮可以扮演重要防御兵器的角色，因此显著提高了火炮比例，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不得不着手增加火炮数量。俄军同样携带着数量众多的火炮参与七年战争。此时，火炮和人员数量的比例已经增长到每千人5—6门，到了战局末期，这一比例甚至还有所上升，因为部队人数在战局中会出现明显下降，但火炮数量通常仍与战局之初保持一致。

关于火炮在战斗中的运用原则，时人存在诸多不同观点。炮兵倾向于轰击敌方炮兵。步兵和骑兵的将领、军官也时常在自己麾下的步骑兵遭遇炮击时，要求炮兵轰击敌方炮群。只有在敌方步骑兵迫近炮兵的情况下，炮兵才会倾向于轰击敌方步骑兵。由于双方炮兵通常以同一方式行事，两军炮兵就时常互相轰击。由于放列后的炮兵是相当小又相当分散的目标并且时常可以得到野战工事的保护，再加上射击准度低，这类交火虽然有时会持续很久并消耗大量弹药，却往往不会带来什么战果，也几乎对战斗过程毫无影响。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82年颁布的炮兵教令中指出，上述做法是几乎所有炮兵都会犯下的错误。他要求自己的炮兵只轰击敌军步兵战线，以此袭扰敌军，不让敌方步兵有秩序地集体完成机动。他认为只要完成了这一目标，普军就可以迅速歼灭敌军步兵，继而拿下敌方炮兵。
[37]



战斗打响后，进攻方的野战炮兵就要轰击敌军部队，为冲击进行火力准备，等到步兵开始冲击时，炮兵一般就被迫停止射击，因为它还不能有效实施超越射击，如果冲击遭遇失利，炮兵就得再度开火，以此掩护己方步兵退却。防御方的野战炮兵则要尽可能地杀伤推进中的敌军，要打乱其队形、迟滞其行进并阻止敌军攻入关键阵地。因此，野战炮兵在会战中的角色仍然局限于支援己方步骑兵——主要是步兵。到了18世纪下半叶，随着野战火炮的机动力、射速和准度显著提高，军事理论家们开始提出新的炮兵战术思想，但这类想法并没有立刻付诸实施，笔者将在后文对它们加以探讨。

就编制而言，团属火炮属于步兵团，而且几乎总是和母团待在一起。这些火炮在战斗队形中位于步兵营的横向间隔前方，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沿着步兵战线正面平均分配——第一线和第二线都是如此。团属火炮的角色是直接支援步兵并增强其火力。团属炮兵在进攻中伴随步兵推进：鉴于步兵行动缓慢，有时还会停止行进，在射击间隔期里，得到了若干步兵协助的炮兵就能够让他们的轻型火炮移动到步兵前头，等到火炮进至距离敌军约200—300步后，团属炮兵就会停止前进，转而迅速发射霰弹。
[38]



野战炮兵和团属炮兵间的差异在18世纪逐渐消弭：一方面，野战火炮的重量大为减轻，另一方面，尽管团属火炮依然是最轻型的火炮（通常是3磅或4磅加农炮），它们的威力却变得越来越强，和大口径野战炮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尽管如此，就组织层面而言，团属炮兵依然顽强坚持了很久，它时而取消，时而重建，围绕团属炮兵利弊的争议也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头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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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译注：взвод
 在汉语中的惯用译名是排，出于行文简便的目的，本书中译本在后文中仍然统一将взвод
 译作排。


②
 　译注：莫伊斯（Moys），现名乌亚兹德（Ujazd），位于波兰下希隆斯克省。


③
 　译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今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Slavkov u Brna），位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省。


④
 　译注：索科尔尼茨（Sokolnitz），现名索科尔尼采（Sokolnice）。


⑤
 　译注：普鲁士艾劳（Preußisch-Eylau
 ），也时常简称为艾劳，现名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Багратионовск
 ），位于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


⑥
 　译注：库尔姆（Kulm），现名赫卢梅茨（Chlumec），位于捷克共和国乌斯季州（ústecky Kraj）拉贝河畔乌斯季区（ústí nad Labem）。


⑦
 　译注：根据七年战争亲历者滕佩尔霍夫（Tempelhoff）将军的说法，普军有时会在距离敌军600乃至800步时开火。参见Massenbach C. K. A. L. von Memoiren zur 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Staates unter den Regierungen Friedrich Wilhelm II. und Friedrich Wilhelm III.
 Amsterdam, 1809, Dritter Band, S. 504。


⑧
 　译注：根据第57战列步兵团舍瓦尔季诺-博罗季诺的战报，孔庞在舍瓦尔季诺战斗中率领该团第2营发起刺刀冲击。全团在1812年9月5日共有36人阵亡或失踪，339人负伤，其中仅第2营在夺取多面堡的局部战斗中就有19人阵亡或失踪，178人负伤。参见Ternaux-Compans N.-D.-M. Le général Compans (1769-1845)
 . Paris, 1912, p. 344-345。


⑨
 　译注：布乌哈伦的波兰文原名为扬·塔德乌什·克日什托夫·布乌哈伦（Jan Tadeusz Krzysztof Bułharyn），其俄罗斯化的姓氏是布尔加林（Булгарин
 ），“布尔加林”曾多次出现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讽刺诗中。


⑩
 　译注：霍夫（Hof），一作霍弗（Hoofe）、霍夫（Hoff），现名德武日诺（Dwórzno），位于波兰共和国瓦尔米亚-马祖里省。


⑪
 　译注：法军当时称1807—1814年的半岛战争为第一次西班牙战争，1823年出兵干涉西班牙为第二次西班牙战争。


⑫
 　译注：索尔系上索尔（Ober Soor）村和下索尔（Nieder Soor）村的统称，两村现名上日贾尔（HorniŽďár）和下日贾尔（Dolní Žďár），位于捷克共和国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特鲁特诺夫区。


⑬
 　译注：战马载人后的人、马、装备总重大约500—600千克，但考虑到马匹和地面之间的作用力，其实际冲力相当于同等速度的350—370千克理想物体。参见Noirot, «Examen des idées pratiques sur la cavalerie» // Spectateur Militaire
 , t. 50, 1865, p. 279; Humbert E. Programme élémentaire du cours d’art et d’histoire militaires enseigné à l’École impériale de cavalerie
 . Saumur, 1866, p. 518。


⑭
 　译注：克劳塞维茨提到的“旧式”方阵即厚度为三列且第1列士兵跪地的空心方阵。普军在1809年7月颁布的《步兵训练教令》（Instruction zum Exerciren der Infanterie
 ）中引入了全体士兵站立的新式实心方阵。参见Klippel G. H. Das Leben des Generals von Scharnhorst. Leipzig,
 1871, Dritter Theil, S. 450。


⑮
 　译注：普军中的中队长军衔一般为骑兵上尉（Rittmeister）。


⑯
 　译注：彼得大帝规定1俄寸=1英寸，该做法在帝俄时期一直沿用。




第二篇


十八世纪末法军战术的发展



引言

俄军在1799—1814年间的主要对手是法军。法军的组织结构与战术对包括俄军在内的其他欧洲军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如果要想准确理解俄军在这一时期的战术变迁，就有必要先行分析法军此前的战术发展状况。

18世纪的欧洲国家在征募军队时使用两种手段：从本国臣民和外国人中募集志愿兵，从本国下层人口中强制征召适宜服役的人员。有些国家以招募志愿兵为主，只是在必要情况下才强制征集人员，另一些国家则以周期性的强制征兵为主，将招募志愿兵作为辅助手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效地运用了这两种手段，他的步兵团里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外邦人，外邦人中大部分又是来自各个德意志小邦的德意志人。骑兵被视为军中声望较高的兵种，因而能够吸引相对较多的志愿兵。法国也从瑞士人和德意志人中招募士兵，还将他们单独编成若干个团。

在18世纪的军队中，上层人士占据了绝大多数军官职位，这些人是志愿从军的贵族。贵族需要在战场上做出表率：如果来自基层的士兵能够看到“贵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更容易直面危险。其他阶层人员在跻身军官的过程中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他们的上升通道在这个世纪里也变得越来越窄。即便是那些有愿望、有能力在军事生涯中崭露头角的平民至多也只能期望成为最下层的军官，大部分人则不可能晋升到上士——这个军衔在法军和英军中称作sergent-major或sergeant-major，在德意志各国军队中称作Feldwebel——以上。

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各个阶层拥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机会凭借其能力与品质成为军官。法国在1793年废弃了旧的征募方式，转而采用普遍兵役制。因此，1793年和1794年的法军获得了众多新兵，军队数量也飞速上升。然而，法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新兵准备战争，他们的训练水平也不足以在战斗中成功运用线式战术原则。法军被迫直接在战争中寻觅最适合军队崭新组织结构的战术。法军在一连几年近乎毫无间歇的战争中发展出与旧式战术截然不同的新式战术。与新式战术一同出现的还有全新的军队组织结构。等到拿破仑攫取最高权力的时候，新的战术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了。新式战术中的许多特征并非全新，它们的萌芽期各不相同。接下来的4个章节将会探讨法军的战术发展进程。



第五章　横队与纵队
[1]



在几乎整个18世纪里，战场上的步兵营都以横队作战：他们在冲击时使用横队，在射击时也使用横队，只有在赶赴战场和行经起伏地形时才会用到纵队。而在拿破仑时代，步兵在战地机动时通常不会采用横队，而是以营纵队展开机动：每个营都列成一个独立的小纵队，其正面通常为2个排（即1个分营）。步兵战术的上述变化背后有一段漫长的历史。

18世纪20年代，一场关于步兵战术的理念争论肇始于法国。这场争论起初主要关注如何发起冲击、冲击时是否应当射击以及需要使用何种队形展开冲击。其中一方的代表人物建议使用由一个或多个步兵营组成的纵队发起坚决冲击，而且认为这些纵队应当是连绵不断的，纵队各个组成部分和下属单位之间不应当留有任何空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军官让-夏尔·德·福拉尔（Jean-Charles de Folard）在他出版于18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系统提出了上述主张。
[2]

 到了18世纪下半叶，另一位法国理论家弗朗索瓦-让·德·梅尼尔-迪朗（François-Jean de Mesnil-Durand）进一步发扬了纵队冲击理念，此人的第一批主要著作在18世纪50年代面世。
[3]



下文列出的是福拉尔和梅尼尔-迪朗的论据：步兵的横队太漫长也太单薄，它只能缓慢、艰难地行进，横队很容易被击穿，它的两翼也过于脆弱。由于后列的推动力，大纵深的密集纵队在正面冲击中要强于横队。此外，纵队的侧翼并没有横队那么薄弱，因为纵队的侧面几乎与正面一样长。而且，纵队也能更容易、更快捷地通过任何地形。福拉尔和梅尼尔-迪朗鄙视步兵和炮兵的火力，甚至建议让一部分步兵重新装备长枪。然而，他们同样声称自己设计的纵队可以打出足够有效的火力。

福拉尔和梅尼尔-迪朗的理论引发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反对他们的看法，但同样也有人予以支持。18世纪50年代的法军步兵条令中引入了与福拉尔主张类似的纵队。七年战争中的法军一再尝试使用纵队，他们排出的纵队多种多样，使用目的也不尽相同。庞大的实心纵队只在战争之初出现过几次，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在1759年4月13日的贝根（Bergen）会战中，法军将庞大的步兵集群列成一个大纵深纵队，把它部署在一个作为阵地支撑点的大村庄后方。这个纵队在必要情况下抽调部分步兵向前投入战斗，击退了敌军在这一地段的所有冲击。有些时候法军会使用由一两个营组成的小纵队，这种纵队主要用于强击筑垒阵地和村落据点，此外也可以发起突袭。有些时候法军采用纵队与横队相结合的混合队形，但从仅有的描述来看，尚不能明确判定法军想要通过这种混合队形达到何种目的。总的来说，实战结果表明，庞大的实心纵队并不适合作战，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小纵队反而能够在某些场合发挥作用。

七年战争结束后，浅近队形（ordre mince）和纵深队形（ordre profond）的支持者之间又以崭新的力度爆发出激烈的理念之争。鉴于法军在多场会战中败于普军之手，有人就认为法军应当采用普军的做法，这种现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这种学习普军的观点拥有很大的影响力，18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步兵条令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此时，有一些军官开始尝试调和这两种极端观点。

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军官们就如何让部队撤出战场、如何将部队列成战斗队形进行了诸多探讨。有些军官还开始为军队设想全新的组织、战术体系。吉贝尔是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军事理论家中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也是一位亲历过七年战争的军人。吉贝尔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出版于1772年，这本书不仅在法国军官中广为流传、惹人注意，还传遍了整个欧洲并被译成其他文字——也包括俄文。鉴于这部著作对欧洲的军事思想影响极大，下文会对它详加阐述。

吉贝尔认为，步兵的主要职能是射击，因此，步兵的战斗队形和战术都应当以步兵能够有效射击作为首要目的。他彻底摒弃了纵深队形能够增强冲力的看法。在他看来，纵深队形相对于浅近队形的优势仅仅源于一个事实：纵深队形能够给敌军士兵带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敌人会出于本能害怕正在朝他们推进且拥有优势兵力的部队，而且位于纵队最前方几列的人员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士兵，纵队冲击的胜利基本都依赖于他们的勇气。然而，如果纵队的前列人员在敌军面前止步不前，那么后列人员非但不能把前列人员往前推，自己反而会陷入混乱，挤到一起，朝天开枪，最终人员集体逃跑，纵队全面崩溃，只能在长途撤退后重整队形。

吉贝尔指出，就算庞大的实心纵队在冲击中成功击退了敌军，它也会出现混乱，而且无法迅速恢复队形，因而既不能及时冲击敌军第二线部队，也不能快速展开成横队据守刚刚夺占的阵地，这样，纵队就很容易被敌方的反击打退。有鉴于此，步兵队形厚度就不应当超过三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队列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使用兵器。吉贝尔认为，在强击敌军要塞、冲击入口有限的阵地、从要塞内向外出击等情况下，当地形或其他限制条件导致部队只能以狭窄正面发起冲击时，也可以使用纵深较大的队形。但即便是在这类情况下，纵深队形后续部分起到的作用也不是所谓的增强冲力，而是恐吓敌军和为先头部队提供支援，使其坚持战斗，也就是说，后续部队不应当紧跟先头部队，而要保持一定距离。
[4]



吉贝尔认为，纵队在冲击中的正面宽度不应当超过1个分营（2个连），每个纵队至多只能包括2个营（这两个营前后相继），用于冲击的纵队不应当是实心纵队——前后两部分之间必须至少留出3步。吉贝尔坚信，与其使用一个大纵队，倒不如将它拆成几个小纵队，还要在纵队之间部署一定数量的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让这些散兵凭借火力骚扰敌军并将敌方火力吸引过来。纵队在冲击时必须以双倍步速不发一枪地向前推进，距离敌军200步后加速到三倍步速，距离敌军30步时直接跑步冲击。如果参与冲击的部队成功击退了敌军的第一线部队，就应当立刻将它由纵队展开成横队，准备击退敌军新锐部队的反扑。然而，吉贝尔还是认为只有在无法使用横队冲击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纵队。
[5]



不过，根据吉贝尔的看法，纵队主要还是在下列两个场合中发挥作用：一、部队在进入预定阵地列成战斗队形前的行进场合；二、部队在交战过程中有必要转移阵地或行经起伏地形时的战地机动场合。如果纵队要变为与行进方向平行的横队，它就应当列成全间距纵队，并让所有的排同时完成旋转（见第一章“步兵”图3）。

如果纵队要展开成与行进方向垂直的横队，就应当列成紧密纵队或半间距纵队，纵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展开过程中要斜向行进或先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再向前行进。这种由纵队变为横队的队形变换被称为“展开”（法：déploiement，俄：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或деплоирование
 ，后者源于法语词déployer，意为伸直打开）。此外还发展出一种名为“收拢”（法：ploiement，俄：свертывание
 ）的队形变换，它是将横队变为纵队，其基本原则与展开相同〔让横队中的所有排同时旋转变为纵队的旧方法则被称作“解散”（法：rompre）〕。

[image: Figure-0146-0015]


图12.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展开成横队

吉贝尔建议在编组紧密纵队或半间距纵队时不要以连为单位，而要以分营为单位。如果地形导致部队需要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那就有必要在展开成横队前将纵队重新编组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至于将横队收拢成纵队，吉贝尔认为各个连应当以伍为单位直接奔赴预定位置。
[6]

 应当注意到，上述队形变换方法并不是吉贝尔创造的，它们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出现在普鲁士军队中。

吉贝尔指出，纵队不仅能以第一连或第一分营为基准展开，实际上任一连或分营在展开时都可以作为基准部队。以第二连或分营为例，它可以待在原地，让第一连或分营先向右行进再后退，第三连或分营以及后续部队先向左行进再前进。吉贝尔指出，与旧的展开方式相比，这类新方式可以让部队以纵队迫近敌军，并在距离敌军近得多的地方展开成横队。然而，他也告诫读者，不要尝试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将纵队展开成横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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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

[image: Figure-0147-0017]



图14.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



A.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

B.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在前进途中收紧队形。

C.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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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以第2分营为基准展开成横队


如你所见，吉贝尔构思出了一种相当灵活、合理的战术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横队与纵队各司其职：纵队用于机动，横队用于战斗，机动速度、机动便利程度以及火力杀伤效果都得到了重点关注。总的来说，吉贝尔的体系仍然更接近线式战术，不过，如果障碍物或工事导致部队无法以横队发起冲击，他还是赞成部队在冲击中使用纵队。

然而，战术理念之争仍在持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梅尼尔-迪朗在1774年出版了一部新作，他在书中以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距离的纵队取代了实心纵队，但依然坚持要求以纵队发起冲击。
[8]

 梅尼尔-迪朗主张在冲击中采用并列纵队，也就是同一战线中各个单营纵队之间留有一定横向间隔的队形。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种编组多营纵队的新方法，计划将这种纵队用于进入战场的机动当中，还给出了一种将它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法军在演习中检验了上述方法：1775年，梅斯（Metz）城的驻军出动2个团（4个营）参与试验；1778年，集结在诺曼底沃西约（Vaussieux）营地的一整个军团（包括44个步兵营和6个龙骑兵团）参与试验。军方对梅尼尔-迪朗的方法态度不一，最终并未接受他的主张。吉贝尔则在1779年出版了又一部著作
[9]

 ，他在书中批判了梅尼尔-迪朗的战术体系，并为自己的体系声辩。

与此同时，其他作者开始提出介于两种队形支持者的极端观点之间的某种折中看法：横队有利于射击，因此也适于防御，但它很难在行进途中维持队形，所以纵队更适于攻击——尤其是冲击；另一种看法是部队需要以纵队展开机动，但在迫近敌军后，特别是进入敌军有效射程后，则要展开成横队，并以横队投入战斗，不过，如果部队需要发起坚决冲击，那还得重新编组成若干个小纵队。

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在起草新步兵条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连续发布多个版本的条令后，法军最终在大革命爆发后于1791年8月1日采用了新的条令，后来的革命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都根据这部条令展开训练。尽管一些法军将领和军官对1791年条令提出了十分激烈的批评，法国的下一部步兵条令却要拖到1831年才出现，而且即便是这部条令也大面积照搬了1791年条令的内容。1791年条令给其他国家的条令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俄军在1809—1820年间分成多册发行的新步兵条令。

1791年条令将横队确立为步兵的主要战斗队形，但条令中也包括了种类繁多的纵队，其中有不少是由一个营编成的纵队。这部条令几乎搜罗了所有已知的机动纵队类型和横纵队变换方法：纵队的正面可以是1个连或2个连（1个分营），可以是紧密纵队（各连前后间距为3步）、疏开纵队（各连前后间距相当于连横队的宽度）或半间距纵队（前后间距相当于半个连横队）。要想将横队变为疏开纵队，既可以让各个连旋转90°，也可以让每个连以伍为单位行进，要想将疏开纵队再变为横队，那既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斜向行进（向45°方向行进）。

如果要将横队收拢成以两个连为单位的纵队（即纵队以分营为单位），再将这个纵队展开成横队，那么，各个分营就要以伍为单位直接赶赴队形变换完成后自己的位置所在。收拢和展开都能够以任一连或分营为基准完成。
[10]

 这类队形变换方法反映出条令受到了吉贝尔思想的影响。

除了上文列出的各种纵队外，1791年条令还描绘了一种被称为“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的单营纵队，它以中央连为基准列成，正面是2个连。在这种纵队中，前后各连的间距相当于连横队宽度的一半。在将横队收拢成冲击纵队时，侧翼连需要以伍为单位直接赶赴纵队中的预定位置，而在将冲击纵队展开成横队时，各个连则需要先侧向行进，然后再前进。
[11]

 如你所见，与其他类型的纵队相比，冲击纵队里的侧翼连在展开、收拢过程中需要行进的距离最小。

总的来说，1791年条令是在线式战术氛围中起草的，不过吉贝尔的思想也对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以任一连或分营为基准收拢或展开，在队形变换过程中让部队以伍为单位直接赶赴预定位置。因此，就营级基础队形和队形变换而言，1791年条令可谓既十分实用又富于变化。然而，条令并没有全盘采纳吉贝尔的观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吉贝尔反对第1列士兵跪地射击的做法，但条令依然要求第1列士兵在全体齐射时采用跪姿，只有在采用二列射击（按伍射击）时，第1列士兵才不用单膝跪地。不过，1791年条令中的一些多营队形变换相当烦琐，笔者将在后文对它们展开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作为和平时期理念争论和军事演习的产物，1791年条令还是给出了相当适合实战的队形变换和机动方法——至少在营级层面的确如此。

[image: Figure-0149-0019]



图16.A.冲击纵队展开成横队

B.横队收拢成冲击纵队


有人支持浅近队形，也有人支持纵深队形，但两者的立场逐渐靠拢。前者意识到纵队在接近敌军的区域内快速机动的优势，但继续反对使用纵队冲击的主张，依旧认为横队是最好的战斗队形。后者认识到，步兵要有效地展开射击，就得使用横队，但仍然坚持认为有必要以纵队发起冲击。大部分法国军官都熟悉双方的论点并秉持较为中立的观点。法军并没有将步兵战术局限在几种死板的队形和机动中，而是发展出一套颇为灵活的战术体系，这套体系包括横队、多种纵队和合理的队形变换方式，以部队的机动速度作为主要关注对象。

1791年条令就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所有条令一样，仅仅规定了士兵的训练步骤、射击方法、列队方式和队形变换方式，但并没有给出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运用队形的指示，也没有规定任何战斗方式。因此，法军将领和军官并没有被束缚在死板的战术教条里，反而有机会根据具体战况选择看起来合适的队形、机动方式和冲击手段。所以，到了革命战争之初，法军已经深知以纵队展开机动的所有基础原则，军中甚至还有一些支持使用纵队冲击的人，条令中也存在适用于战斗的各类单营纵队。

然而，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训练情况并不算好，因此并不能遵循全套线式战术原则作战。即便对训练有素的步兵而言，让由几个营组成的横队以完整的队形、齐整的队列和一定的间隔行进较长一段距离仍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如果是在起伏地形上冒着敌军火力行进，那就尤为困难，对于缺乏经验、训练不足的革命军士兵而言，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法国在革命战争最初几年设立了十多个独立作战的军团，它们几乎在整条边境线上作战，而且各个军团的部队状况、作战地域和对手都大不相同。就部队质量而言，各个军团的差异很大，军团统帅的观点也分歧颇多，此外，军团统帅也时常遭到撤换。在特定营地里负责训练部队的将领观点往往有所不同，他们还把这些不同观点灌输给部队。有些将领创造出并不见于条令的独特队形和队形变换方法，这当中也包括用于冲击的纵队。
[12]

 因此，法军的各个军团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战术体系。

总的来说，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是战术试验时期，法军将领和军官在此期间努力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个人的偏好探索最适合部队当下情况、特定地形条件与战术态势的队形和战斗方式。所以，不仅法军的各个军团会以不同的方式作战，就连在同一个军团、同一场会战中，法军的将领和军官也可能根据特定战况和个人偏好选择不同的队形和战斗方式，而且这些选择往往并不能带来成功。

在几乎整个18世纪里，法国都不断涌现出呼吁部队发起猛烈的刺刀冲击，认为这种做法最适合法军的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到了革命战争爆发之际，这种主张甚至变得更为流行。革命宣传持续不断地号召法军在战争中发起攻势，而且还特别提到了进攻战术：革命理念激励下的法军士兵不需要机动就可以毫无畏惧地大胆冲向敌军。就算没有弹药，也可以依靠勇气和刺刀赢得一切；就算没有步枪和刺刀，也还可以用长枪乃至草叉战斗。
[13]



法军一方面追求坚决冲击，一方面又因为部队训练不佳、缺乏经验，事实上不能在较长距离的机动中维持横队队形，这就导致另一种闻名已久的战术理念——使用纵队冲击——影响大增。法军的确时常在战场上用纵队发起猛烈冲击，而且纵队冲击并没有局限在旧战术原则主张的强击工事或居民点等场合，也用于进攻位于普通地域的敌军部队。这类冲击并不总能取得成功，反而时常以完败告终，即便在初战告捷的情况下，法军有时也并不能迅速重整队形并击退敌军的反击，因而无法据守刚刚夺下的阵地。

然而，以纵队发起坚决冲击显然不是法军步兵的唯一战术——法军时常会使用横队，而且在防御中或步兵需要冒着敌方火力原地坚守的场合里尤其喜欢运用横队，因为横队中的所有士兵都可以投入射击，而且步兵如果在开阔地上一动不动地列成纵队，它因敌方炮火而蒙受的损失就要远大于列成横队时的情况。
[14]

 法军在冲击中时常会尝试将纵队展开成横队，有时甚至会在距离敌军相当近的地方展开。这类尝试在某些时候会以士兵在敌军火力下陷入混乱，散乱地撤回后方告终。然而，法军在某些时候的确能够在敌军面前展开成横队，甚至还会尝试继续以横队向前推进。不过，如果遭遇了敌军的猛烈火力，此举有时也会带来同样惨重的后果。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以纵队发起的冲击并不总能取得成功。即便是在法军最终取得胜利的会战中，他们在会战初期发起的许多冲击也算不上成功。在几乎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中，法军渐渐开始从自身的体验——往往是十分苦涩的体验——中学习战争，并在会战间歇期展开训练。虽然法军步兵的战术水准逐步提高，但直到1794年年底，他们的能力总的来说仍然相当平庸。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法军步兵通常会以纵队进行战地机动，但由于交战过程中总会出现需要转入守势或暂时停止行进的情况，所以还要始终做好将步兵展开成横队的准备。因此，为了在敌方炮火半径内迫近敌军，就要使用单营纵队，各个纵队排成并列纵队并留出一定的间隔，让所有步兵营在展开后可以形成一个大横队。法军在有必要向前推进时会让步兵以纵队尽可能地迫近敌军，然后要么展开成横队，要么继续以纵队冲击，不过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确保胜利。

纵队在迫近敌军时是否选择展开要取决于具体作战环境：一方面，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步兵纵队因敌军炮火而蒙受的损失要大于步兵横队；另一方面，如果步兵在起伏地形上冒着敌方火力行进，那纵队就能比横队更好地维持队形，因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行进、承受较少的火力且以较好的队形迫近敌军。因此，如果纵队在行进过程中损失不大，而且有可能以纵队推进到离敌人足够近的地方又不至于蒙受过高损失，那就往往会倾向于发起纵队冲击——如果己方的枪炮已经在冲击前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火力准备，敌军队列中也出现了混乱，纵队冲击就变得尤为可行。不过，法军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冲击。

有的将领直接命令部队使用纵队冲击。巴泰勒米-路易-约瑟夫·谢雷（Barthélémy-Louis-Joseph Schérer）将军在1795年——他当时是意大利军团（armée d’Italie，法军的军团之一，为在意大利地区作战而设立）司令——的一份教令中主张让由4个战列步兵半旅和1个轻步兵半旅（demi-brigade，法军在1793—1802年间对由3个步兵营组成的单位的称呼，相当于步兵团，拿破仑后来将半旅更名为团）组成的师采用下列战斗队形：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营纵队并列排布，形成一条步兵战线，所有轻步兵在该战线前方150步列成稠密的散兵线，相邻两对散兵的间隔仅有2—3步。发出冲击信号后，轻步兵就要向前行进并着手射击敌军，与此同时，战列步兵要紧跟在轻步兵身后。当轻步兵距离敌军还有50步远时，就要停下来射击以增强火力。按照设想，战列步兵纵队要穿过轻步兵的间隔，端起刺刀加速冲击敌军。
[15]

 这种战斗队形和作战方式与梅尼尔-迪朗早年的设想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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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根据谢雷将军1795年颁布的教令列成的师战斗队形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份教令，原因在于以下事实：此前主要在山地作战的意大利军团此后将要在整体上较为平坦的地区作战，而敌军骑兵也会在那里出没。谢雷要求的战斗队形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所有的战列步兵都位于同一条战线当中，并没有留出预备队。这个师将占据相当宽阔的正面：假设12个战列步兵营之间的间隔恰好可以让相邻各营展开成横队且不出现重叠现象，那么全师的正面宽度应当是2—2.5千米，轻步兵旅（3个营）即便列成稠密的散兵线，其正面也大约有这么宽。然而，考虑到1795年的意大利军团状况不佳，步兵营也存在严重的人员缺口，所以实际宽度应当只有假设宽度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或许谢雷的设想是让另一个师跟随这个师行进——这种做法相当正常，当军团直接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时，各个师就会前后相继地陆续出现在战场上。

或许法军实际上并不喜欢在进攻中将纵队展开成横队，因为让经验不足的步兵在敌军火力下展开会导致步兵陷入恐慌和混乱，而且即便能够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展开成横队后再以横队前进也会导致进攻出现停滞，这既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也给了敌军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机会。此外，如果步兵采用纵队冲击，伴随步兵推进的炮兵就可以利用各个纵队的宽阔间隔轰击敌军，可如果步兵展开成横队，就会使得大部分炮兵都无法轰击敌军，也就在最关键的冲击时刻使自己失去了可观的火力支援。

法军步兵战术的多样性既令许多对手倍感困惑，也导致后世的研究者摸不着头脑，其中有些人在探究过程中极大地简化了实际情况。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法军始终以纵队发起攻击，另一部分人则以莱茵-摩泽尔军团（armées du Rhin et de Moselle）的训练作为例证，声称法军完全是根据18世纪的战术精神运用纵队，也就是仅仅将纵队用于对居民点、工事的强击和林地、隘路中的战斗，而在较为平整的地带，纵队只能在迫近敌军的过程中派上用场，其后总会展开成横队，并像18世纪所有军队里的步兵那样以横队投入战斗。法军的确有可能时常尝试以后一种方式战斗，但这种做法是否总能奏效仍然很让人怀疑。

法军将领迪埃姆在19世纪初写道，就他的个人体验而言，让推进中的步兵停下来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由纵队展开成横队的做法似乎拥有魔力，竟然迷惑了许多法军高级军官，然而，在迪埃姆看来，此时非但不应该停顿，反而要加速行进乃至跑步前进。迪埃姆指出，在他目睹的法军逃跑、溃败战例中，战况几乎都如下所述：展开后的横队很难冒着敌军炮火发起冲击，如果地面上存在障碍物的话，那就尤为困难，障碍和伤亡会导致队形断裂，此后，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勇敢的士兵还在往前冲，其余人员却留在后面，迫近敌军的步兵营就此变得散乱，再也无法撼动敌军。
[16]



另一方面，当敌军早已在漫长的战斗中出现疲态，并且还遭到法军散兵和炮兵的火力打击，还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战况：敌军看到法军步兵纵队迫近，往往会在法军进入打算展开成横队的位置之前就开始退却，所以，对法军步兵而言，展开就不再必要——攻击此时已演变成对撤退中的敌军展开的追击，从法军角度来看，这看上去就是一次成功的纵队冲击。因此，就算法军希望在与敌军之间还有一定距离时将纵队展开成横队，他们也不一定就会这么做，因为具体战况可能会要求法军抓紧时间继续以纵队向前推进。

紧密的营纵队还会扮演另一个角色——应对敌方骑兵威胁的队形。革命战争之初，当法军步兵在较为平坦的地区作战时，由于法军这一时期的训练水准并不高，他们往往无法成功抵御敌军骑兵。在面临敌军骑兵发起冲击的威胁时，步兵理论上应当列成方阵，但对于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步兵而言，方阵可能过于困难。在1792—1794年，反法联军骑兵创造出了为数众多的击溃步兵战例。

前文提到过的谢雷将军在他的教令中建议步兵列成紧密的营纵队，当敌军骑兵出现后，就要让各连、各列尽量收紧队形，形成几乎实心的密集纵队，这样就足以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
[17]

 圣西尔提到过法军在1794年和1796年使用紧密纵队抵御骑兵。
[18]

 步兵以紧密纵队抗击骑兵的想法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但它要到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才得到广泛应用。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又被称为“实心方阵”的紧密纵队大为流行，也被写入某些军队的条令——尤其是1812年的普军步兵条令。
[19]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中叶，还有一些军官指出了实心方阵相对于普通方阵的优势。
[20]



随着法军步兵训练水准的提高，他们开始越发频繁地使用普通的空心方阵抵御骑兵。在线式战术时代，步兵几乎没有必要采用方阵，只有当落单的步兵团、营在开阔地带遭遇敌方骑兵或毫无掩护的步兵战线侧翼面临敌方骑兵威胁时，才有必要让对应团、营列成方阵。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军频繁运用了单营方阵，而且这种方阵实际上可以由单营纵队迅速列成。1791年条令中并没有包括这种方阵，它只是提到了一种由4个营组成的方阵。
[21]

 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法军步兵的实战做法再次与条令的规定相悖。

就横队与纵队的使用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军大体上遵循了革命前的使用法则：在展开机动、迫近敌军时使用纵队，在射击敌军时使用横队，有时如果需要在敌军火力半径内发起攻击，那也得用上横队。此外，纵队还会用于强击工事和居民点。这一时期的法军步兵战术与传统线式战术的主要差异在于：法军步兵会在敌军炮兵射程内以单营纵队机动。法军步兵在接近敌军后可能会把纵队展开成横队，但展开时与敌军的平均距离则比旧战术原则中规定的距离短得多，有时甚至会进入霰弹乃至步枪的有效射程。法军步兵时常根本不展开成横队，而是直接以纵队向敌军方向行进，发起猛烈的刺刀冲击。因此，当时的法军已不仅将纵队用于强击工事和居民点，而且还在较为平坦、开阔的地带以纵队向敌军的步兵和炮兵发起冲击。

从诸多直接和间接迹象中可以判断出纵队冲击在拿破仑战争中变得越发流行。如前所述，迪埃姆将军认为步兵在进攻中不要尝试将纵队展开成横队，而应当直接朝敌军猛冲。若米尼在他出版于1810年的一部著作中表示步兵应当在冲击某个要点时列成两条战线，每条战线中的步兵都要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第二线的营纵队还应当交错排布。若米尼写道：“每个营都不要展开［成横队］，而应当如下［图］所示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en colonne par divisions］。”
[22]

 他并没有指明同一条战线中各个营纵队的间隔，也没有说清楚战线之间的距离，他可能是暗示在每条战线的营纵队之间都留出标准间隔，也就是恰好能让所有的营纵队同时展开成横队且不发生重叠的间隔。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若米尼还是极力支持以纵队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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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若米尼在1810年主张采用的步兵战斗队形，该队形用于冲击敌方要点。根据法军步兵在1808年采用的新编制，一个步兵营下辖6个连，在战斗中分成6个分连，也就是3个分营


蒂埃博将军在他于1813年出版的参谋手册中建议采用下列冲击方式：步兵必须以纵队发起冲击，起初应当缓慢前进，但随后就要逐步加速，同时还要保持纵队内部的队形完整，并让各个纵队相互看齐。距离敌军仅有100步时应当加快步伐，以双倍步速行进；距离敌军25步后就要发起猛冲，这可能是指跑步冲击。
[23]

 在1805年、1806年和1807年战局结束后，与法军为敌的其他军队开始采用营纵队，并着手学习法军的战术，俄军和普军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也间接表明了拿破仑战争中的法军时常使用纵队冲击。拿破仑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以横队发起刺刀冲击相当罕见，步兵营在冲击时会列成纵队。”
[24]



法军在战场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营纵队是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和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colonne par division）。法军将领于格-亚历山大-约瑟夫·默尼耶（Hugues-Alexandre-Joseph Meunier）在他探讨步兵基础队形的著作——该书于1805年完稿——中指出，条令规定的冲击纵队并不是很适于冲击，因为各个连之间的前后距离太大（相当于半个连横队的宽度）。他主张使用与冲击纵队基于同一原则列成的队形发起刺刀冲击，仍然是让两个中央连居前，其余各连居后，但应当将纵队改为紧密纵队，也就是连间前后距离不超过3步的纵队。
[25]



拿破仑战争的一些亲历者——特别是尚布莱将军——认为冲击纵队一般来说用起来并不算很方便，因为步兵在投入战斗前的行进途中通常会列成以连为单位的纵队，而1791年条令中并没有规定如何从以连为单位的纵队变为冲击纵队。如果要将步兵队形从以连为单位的纵队改为冲击纵队，就需要先展开成横队（在步兵列成包括了多个步兵营的横队时，最好还要在各个营之间留出必要的间隔）。可是，革命战争中的普遍实践是直接从行进转入战斗，这样，预先展开成横队就会浪费时间。此外，与其他纵队相比，冲击纵队只有在它同时向两边展开的情况下才能更快、更容易地展开成横队，但要是遇上了这一时期常常打响战斗的起伏地形，那就不一定能够同时展开了，而且地面上也可能存在一些障碍物妨碍展开。尚布莱在描述法军步兵的典型战斗队形时通常会提到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colonnes serrées par division）。
[26]

 步兵可以轻松、快捷地从以连为单位的纵队变为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而且无须横队作为过渡环节。当一个营列成了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时，它还能以任一分营为基准展开成横队：也就是说，它既能向左展开（以第1分营为基准），也能向右展开（以第4分营为基准），还能够同时向两个方向展开（以第2或第3分营为基准）。

迪埃姆将军也喜欢在进攻和退却中使用密集的营纵队（bataillons serrées en masse），他认为，在平坦、开阔的地带应当使用以分营为单位的密集纵队，在凹凸不平或覆盖着灌木丛的地方则要使用以连为单位的密集纵队。
[27]

 1791年条令中的en masse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以连为单位的营纵队，在这种纵队中，连的前后距离被压缩到最小——仅仅相隔1步
[28]

 ，不过在法国的军事文献中，这个术语也可以泛指任何一种紧密纵队。

夏尔-安托万-路易-亚历克西·莫朗（Charles-Antoine-Louis-Alexis Morand）是拿破仑军中最著名的师长之一，他在19世纪20年代提议将以分营为单位的连间距营纵队（bataillon en colonne par division à distance de peloton）作为基础战斗队形。在他看来，敌军步骑兵就算是从侧翼或后方突然发起袭击，也不能打垮这种营纵队。他指出这种纵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展开成横队。应当注意到，“几”（quelque）这个词就像俄语里的несколько
 一样，在当时可以指远大于个位数的数字。莫朗坚信这样的纵队可以迅速地变换正面（将队形旋转一定角度）而不致出现错乱，而且它也是唯一适用于任何地形的队形。
[29]



让-雅克-热尔曼·珀莱（Jean-Jacques-Germain Pelet）将军在19世纪20年代也主张将收拢成密集纵队且正面宽度为2个连的步兵营（bataillons ployés en masse）作为基础队形。他不打算在此使用“分营”这个术语，而用另一种说法代替，他还建议人们将“密集纵队”理解成相邻部分前后距离相当于连横队或排（半个连）横队宽度的纵队。按照珀莱的说法，一个700—800人的步兵营可以在不到一分钟内以任何一个分营为基准展开成横队或收拢成纵队。
[30]

 除了尚布莱列出的冲击纵队缺陷外，莫朗和珀莱还指出过另一个缺点，笔者将在后文对此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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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791年条令中的越线换防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根据某些将领的说法，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在许多场合要比冲击纵队更便于作战。不过，若米尼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仍然建议使用以两个中央连为基准的营纵队。
[31]

 然而，若米尼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当时还在俄军中效力，这种队形不仅得到了俄军条令的认可〔俄军术语中称其为冲击纵队（колонна к атаке）
 或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колонна из середины
 ）〕，而且在军中非常盛行。在俄国军事理论家奥库涅夫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梅杰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едем
 ）出版于19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他们都认为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的营纵队在很多方面都十分便于作战。
[32]

 普军在1812年条令中规定了一种与法军“冲击纵队”非常类似的营纵队，而且它的名字也叫冲击纵队（Angriffs-Colonne）。
[33]

 但普军和俄军都在条令中给出了无须借助横队作为过渡队形，直接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的纵队的队形变换方法。

在整部1791年条令中，所谓的“越线换防”（passage des lignes）——也就是让一条战线穿过另一条战线——可能是被诟病得最为频繁的地方。在这一机动过程中，需要让第一线穿过第二线退却，而后让原先的第一线变为新的第二线。根据条令的规定，第一线的每个连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纵队，它们要以伍为单位向后行进，穿过第二线的步兵营，第二线的每个连则要让两个半连（排）前后堆叠起来，这样，第二线部队就给第一线部队让出了通道。
[34]



越线换防在纸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它在实战中却遇到了大麻烦。尚布莱指出：如果第一线在混乱中退却或是陷入溃逃，由于第二线的每个营都被拆分成独立的连，第一线就可能把第二线一并冲走。
[35]

 圣西尔就讲述过诺维（Novi）会战（1799年8月15日，发生于北意大利，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奥联军与法军在诺维交战）中法军运用越线换防的失败尝试：

……瓦特兰（Watrin，法军将领）师……列成了两条战线；每个旅组成一条［战线］：第一［线］遭到了吕西尼昂［Lusignan，奥军将领］将军的猛攻……它无法抵挡冲击，向第二线撤退，希望通过所谓的“越线换防”机动退到第二线之后重新列队，但事实再度表明这种机动虽然在检阅里效果不错，却无法在敌军积极主动地追击的实战中奏效。最终第一线裹挟着第二线一道后退。
[36]



不过，有些法国军官声称他们根据条令完成了越线换防，或是曾目睹过会战中发生的越线换防，而且认为条令中规定的这种机动不仅最为快捷，有时候也最为安全。
[37]



至于由多个营一起完成的机动，法军在执行这类机动时使用的方法往往与1791年条令中的规定大相径庭。革命战争早期的法军步兵连最简单的队形变换——将预备投入战斗的纵队展开成横队，然后直接以横队向敌军方向行进——都只能勉强完成，至于任何一种规模稍大的复杂战地机动，实际上都无法实现。革命战争的某些亲历者——特别是圣西尔元帅和迪埃姆将军——认为战争初期的法军步兵只能在参与战地机动的部队规模不大于单个半旅或三四个营的情况下有效地展开机动。
[38]

 圣西尔将军在记述1793年战局时如此描写当时的法军：

……他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少献身精神，只是［欠缺］进行人们所说的大机动［grandes manoeuvres］时必需的训练。当时我军的士兵就个体而言要优于德意志［士兵］，如果以一个营、一个中队乃至一个团作战，也总能击败人数相当的敌军，哪怕是一个旅也能够在任意地形里与敌军打个平手，可在［参战］人数更多、部队层级更高的情况下，敌军就在平原上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机动。
[39]



按照圣西尔的说法，敌军在机动方面的优势虽然有所减弱，但也顽强地持续到了1794年，直到当年年底，法军才基本上掌握了如何在战场上完成复杂机动。
[40]



因此，即使法军能够让一个营乃至三四个营展开战地机动并完成横纵队变换，却仍不足以在大会战中成功完成机动——这样的成功需要依赖军队各个组成部分的准确协同，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方向让部队及时投入战斗。大部队在投入战斗前会列成漫长的纵队，据守阵地时又会形成绵长的横队，所以，如果步兵大部队想要完成纵队展开成横队、横队收拢成纵队或变换正面等队形变换动作，其难度将远高于单个步兵营的队形变换，也代表了更高的战术层次。法军要想在平坦、开阔的地带赢得大战，就需要先学会如何让大部队展开机动。

法军将军团分成了若干个师——这一做法将在后文详加探讨，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队机动问题。然而，仅仅将军团划分成师并不够，法军有必要让各个师尽可能以更快捷、便利的方式进入战场，展开成战斗队形，执行变换正面和战线轮换。如前所述，1791年条令中规定的多营机动或所谓的“队形变换”相当复杂，对官兵的训练水准要求极高，而且耗时也很长。此外，地面上的各种障碍物也会大大增加某些队形变换的复杂程度，甚至导致它们根本无法完成。最后，在遵照条令执行队形变换的过程中，各个步兵营都不会列成战斗队形，它们要么成了以连为单位的全连间距营纵队，要么被拆成若干个无法呼应的连或分营。因此，在敌军面前展开这类机动可以说是相当危险，如果执行机动的部队经验不足，那可就尤为凶险了。

1791年条令中的大部分队形变换都将几个营前后相继形成的纵队视作步兵进入战场前的战前预备队形，在这种纵队中，每个营都要列成全连间距的疏开纵队。图20给出了将这样的纵队变为横队的方法，这种让部队进入战场、列成战斗队形的方法并不算新鲜，普军早在18世纪中叶就用过它。这样的纵队前后会拉得很长，它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不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还要求在纵队左侧留出较为平坦且没有大型障碍物的大片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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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的多个营展开成横队。该图源自法军1791年条令（图版28，图1）


如果将步兵营列成紧密纵队，特别是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那就可以大大缩短战前预备纵队的深度。1791年条令提供了将由多个营组成的横队收拢成前后相继的纵队并让每个营都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的方法，也给出了将这样一种纵队展开成横队的方法。然而，在这些队形变换中，各个分营需要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很长一段距离，这就可能导致队列被拉得太长。
[41]

 条令中规定的让多个营组成的横队围绕一点旋转，以此改变横队正面朝向的方法（这样一种机动被称作变换正面）相当复杂，在战斗中不易实施，在起伏地形上也难以完成，此外，每个步兵营在这一机动过程中要么会拆成多个连分别行进，要么会采用以连为单位的全间距疏开纵队，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并不能随时投入战斗。
[42]



诸多亲历过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法军元帅、将领、军官——其中包括圣西尔元帅、迪埃姆将军、莫朗将军、珀莱将军等人——对条令规定的机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做法要么在战斗中难以完成，要么基本上没有必要。
[43]

 奈伊元帅在他于1804年为部队撰写的教令中表示，和平时期演练的大部分步兵机动方式在战时都派不上用场。
[44]

 从诸多记载中可以看出，有些机动方式的确很少用于实战，而且即便真的派上用场，也会在某些场合带来惨重的后果（然而，这些机动在其他一些场合的确能够取得成功，因此也赢得了对应的支持者）。圣西尔在19世纪20年代如此回忆法国大革命：

步兵当时根据1791年条令进行训练，这部条令虽然在战时暴露出若干为人所知的缺点，但至今仍然有效。起草条令的人［战术］知识相当丰富，但大部分［人］都缺乏战争经验或根本没有经验，与其说它适于在敌军面前使用，倒不如说它更适合在仪式性的演习中让部队看起来光鲜……

由于［我军］无法迅速执行条令中的规定，因此被迫摈弃了它。
[45]



莫朗将军以类似的方式谈及1791年条令，他称其为“对军官堪称酷刑的大部头”，将其中的队形变换叫作“舞台上的机动”。他坚信如果由几个营前后相继组成纵队，且每个营都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连间距纵队，那就足以迅速执行所有的必要机动，在此期间，哪怕敌人再怎么机智，也找不到合适的冲击时机或队形弱点。以分营为单位的营纵队在战斗队形中应当并列排布，纵队的间隔应当能够让所有步兵营同时展开，形成一个完整的横队。按照莫朗的说法，他自己就曾在拿破仑战争中运用过这套机动方法。在他看来，如果要将几个营前后相继堆叠成纵队，并计划将其用于进入战场和战前机动，那么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就是比冲击纵队更合适的选择。莫朗在19世纪20年代设想过仅仅使用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完成机动，让它取代条令中规定的各种机动方式。
[46]



珀莱将军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战术体系。他认为用于机动的纵队应当是以分营为单位的连间距或排（半连）间距营纵队。各个营应当在战斗队形中并列排布，每个营都要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营纵队留出的横向间隔要恰好能让所有营展开成一个无间隔横队（珀莱认为在展开后的营横队之间留出间隔是旧战术留下的累赘）。按照珀莱的说法，如果步兵想要尽可能地发扬步枪火力或需要在敌军炮火下坚持一段时间，那就该使用横队。并列排布且留有一定间隔的营纵队应当被视为常用战斗队形，它比横队更坚实（solide），更便于机动，应当将这种纵队用于冲击和机动。这些营当然是独立行动，但位于同一战线的各个营也要相互配合。它们可以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以及向任意方向展开，还可以拉长或缩短战线。珀莱指出法军在上一场战争（即拿破仑战争）中大体上采用这种队形。珀莱认为冲击纵队的确具备若干优点，但这些优点并不能掩盖缺点，尤为重要的是，在前后相继的多营纵队执行机动时，冲击纵队并不能成为这种多营纵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坚持使用冲击纵队，就会导致机动太过复杂，甚至会引发各连数字番号混乱的危险后果。
[47]



从前文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法军的确时常将营纵队作为机动的基础单位。如果有必要让多个步兵营一起执行任何复杂机动，每个营就会选择最短路径，径直赶赴机动结束时的预定位置，而后面朝对应方向展开。就完成机动所需时间而言，这种方式多数时候都要比条令规定的方式更快捷，而且在执行机动的过程中，每个步兵营都是一个独立单位，可以在任何时候迅速做好战斗准备：转向任意方向然后根据具体战况行事——或发起纵队冲击，或展开成横队，或列成方阵。

法军在执行越线换防或战线轮换时往往不会遵照条令行事，而是使用以连为单位的营纵队，如果需要向前而非向后轮换战线，也就是说不让第一线退到第二线后方，而是让第二线推进到第一线前方，那以连为单位的营纵队的使用频率就会特别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奈伊元帅于1804年为部队撰写的教令和默尼耶将军的著作中都推荐了这种战线轮换方式：第二线的步兵营列成以连为单位的纵队，第一线的步兵营之间留出宽度相当于连横队的间隔（让某些连后退并侧向行进），第二线随后向前穿过第一线。
[48]



围绕横队与纵队优缺点的争论不仅贯穿了整场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也一直持续到战后，然而，争论的激烈程度已经远不如前，当时的人们主要还是在阐述某一特定队形和军队整体队形的使用原则。大部分法国作者在谈及这类问题时往往会表示纵队与横队各有优缺点，应当根据作战任务和具体战况确定如何运用。
[49]



因此，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实践解决了曾在18世纪引发讨论的诸多问题。几乎欧洲军队都开始逐渐以单营纵队作为运动、机动和冲击队形，使用紧密纵队抵御骑兵。这方面的例外是英军，它仅仅将纵队作为机动和运动队形，在战斗中始终让步兵展开成横队，甚至连刺刀冲击也由横队执行。

就展开后的营横队而言，它的确不算过时，实际上也在所有欧洲军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过主要是用在防御当中。这种情况源于如下事实：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横队因敌方炮火而蒙受的伤亡要少于纵队，横队也能够提供密集、整齐的正面火力。然而，如果横队想要尽可能有效地展开射击，前方就得是大体平整的开阔地。让漫长的横队在机动中保持队形齐整也极为困难，它需要不时停下来整队，此外，让横队在行进途中改变方向也相当麻烦。地形越凹凸不平，机动难度就越大，时人认为由多个步兵营组成的横队并不适宜机动和推进。

然而，法军有时也会使用横队投入进攻和冲击，以1806年7月4日发生在南意大利的马伊达（Maida）会战〔即一些法国人口中的圣厄费米（Sainte-Euphémie）会战〕为例，就有一部分法军步兵使用横队发起冲击。
[50]

 此外，法军有时还会使用多种横纵队混合队形。1797年，法军在强渡北意大利塔利亚门托（Tagliamento）河和伊松佐（Isonzo）河的战斗（两战先后发生于3月16日和19日）中需要面对数量庞大的敌方骑兵，还得在平原上行进，因此，法军意大利军团司令拿破仑·波拿巴就采用了崭新的战斗队形。每个师都让轻步兵在前方展开成散兵队形，让两个列成纵队的掷弹兵营（将掷弹兵连从母营中抽调出来，然后编组成独立的营）和骑兵分别在轻步兵后方和侧翼提供支援。战列步兵紧随其后，他们的队形如下：每个半旅将第2营展开成横队，将位于第2营两翼后方的第1、第3营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这种队形后来被称作“混合队形”（ordre mixte）。

从现有的记录来看，笔者尚不能清楚地判定营纵队相对于营横队的具体位置和两者间的距离。根据若米尼在书中给出的示意图，他认为营纵队位于营横队侧翼分营的正后方（图21А）。不过，他又认为，当营横队与敌军交火时，营纵队就可以进入营横队的间隔中冲向（se jeter）敌军。然而，如果营纵队原先位于图21А所示位置，它就得先进行一系列侧向行进，而在敌军火力范围内完成这些机动可以说是相当危险。若米尼指出，可以通过将营纵队先头分营与营横队并列排布的方法改良战斗队形（图21B），但他也意识到如果营纵队的先头分营开始射击，可能会导致营纵队不适于投入冲击。
[51]

 若米尼或许是想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先头分营的士兵也卷入交火，之后就很难让他们停止射击、继续前进。为了避免这些可能出现的麻烦，营纵队还是应当位于营横队侧后方（图21C）。

[image: Figure-0165-0024]


图21.列成混合队形的旅（3个营）

应当注意到，塔利亚门托河和伊松佐河战斗中的法军步兵需要在敌军骑兵当面发起进攻，而法军骑兵的数量又远少于敌军骑兵，因此，营纵队的任务或许不是发起冲击或反击，而是保护营横队的侧后方，前面的段落中已经指出若米尼也提到过这种做法。一个紧密的营纵队可以列成所谓的“实心方阵”，这实际上是一种将前后距离缩到最小的纵队（前后两个分营仅仅相隔1步），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士要转移到两翼，让他们填补分营之间的空隙。从这个角度来看，营纵队如果要用纵队前方的分营火力保护营横队侧翼，就不应当离得太远。

拿破仑曾反复向他的元帅和将军们推荐各类战斗队形，其中也包括一种混合队形。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始终遵照皇帝的建议，仍然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战斗队形，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安排战斗队形，他们一般会在战斗之初将部队列成两条战线。每条战线中的步兵营既可以使用纵队，也可以使用横队。

在战场上展开机动和冲击的主要手段是以两个连为单位的单营纵队。由于这种纵队正面宽度相对较窄，与展开后的营横队相比，它在行进途中就会遇到较少的障碍，而且能够轻易地改变行进方向，在机动中，营纵队也可以更容易保持队列齐整。由于紧密纵队的侧翼没有横队那么薄弱，疏开纵队也可以迅速收紧或列成方阵，各个营纵队就不需要像线式队形中的营横队那样严格对齐。此外，如果营纵队之间留出了足够的间隔，它们也可以迅速展开，列成由几个营组成的规整横队。

与横队相比，营纵队不大可能停下来整队，或者说基本上就不会停顿。这就让纵队能够快速通过敌军的炮火杀伤范围，在发动坚决冲击时，高速行进和行进过程中不作停顿同等重要，因为它们都可以激励进攻方，恐吓防御方；与此相反，如果在冲击中出现减速和停顿，那就会削弱进攻方的信心，鼓舞防御方的士气。因此，如果部队打算对敌军展开猛攻，那么最好的还是让步兵列成纵队直接冲向敌军，既要快速行进，途中也不要停顿，不要在任何机动、队形变换和射击上浪费时间。

将大规模运用散兵与横纵队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步兵战术中的又一个崭新组成部分，这种战术在革命战争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下一章就是专门用于探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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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散开队形的步兵

新式步兵战术与18世纪典型战术的差异不仅在于纵队拓展了用途，也体现在散兵的运用大有进步上。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被称作散兵（法：tirailleurs，俄：тиральеры、стрелки、застрельщики
 ）。一些革命战争的亲历者——特别是圣西尔元帅和迪埃姆将军——指出，法军步兵在1793年主要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
[1]

 但我们从前一章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言过其实，有足够多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著作——提到这一时期的法军在战场上使用了多种密集队形。尽管如此，步兵在革命战争中广泛运用散开队形仍是毫无疑问的事实。然而，散兵并不是全新的战术现象，它也拥有自己的发展背景。

在几乎整个18世纪，作为步兵主力的战列步兵基本上都以密集队形作战。步兵只有列成密集队形，才能在较为平整的开阔地上打退敌军骑兵的冲击，才能挡住同样密集的敌军步兵队形。如果战斗发生在起伏地形、密集的灌木丛或树林以及居民点里，战列步兵就没有多大用处：在这种战斗条件下，密集队形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军官和军士会发觉他们很难控制士兵，或是根本无法控制士兵。鉴于18世纪的欧洲士兵的职业上升通道非常有限，他们也不大情愿战斗——如果列成密集队形，还可以在军官和军士的控制下投入战斗，但人们并不能指望士兵自发地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战。

一旦进入树林或建筑物中，大部分步兵就会待在掩蔽物后方，尽可能不让自己再出去，如果要让他们离开掩蔽物发起冲击或转移到其他地段，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列步兵中，有许多人不仅不愿参与战斗，而且还会随时寻觅逃亡时机，因此，他担心步兵躲开军官隐藏起来，就尽可能让步兵远离上述地带，他严禁士兵进入建筑物内部，还指出不应当让战列步兵进入林地附近，即便必须进入，也要让骠骑兵巡逻队“护送”步兵。
[2]



另一方面，如果在较为平坦、开阔的地带作战，那么18世纪的轻步兵一般而言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轻步兵并没有根据线式战术原则接受充分的训练，所以不能成功地以密集队形作战，也就无法阻挡敌方战列步兵和骑兵的冲击。与此同时，在森林、灌木丛、冲沟、壕沟、栅栏、建筑物等障碍丛生的地带，轻步兵却能取得相当大的战果，他们可以利用这些障碍物避开敌军火力和敌军骑兵的冲击。

因此，轻步兵在大会战中通常派不上什么用场，这是因为大会战一般在开阔地上展开。然而，轻型部队在战役进程中却非常有用。他们要执行所谓的“小战争”任务，轻步兵和轻骑兵会一起侦察敌军情况、掩护己方部队、夺取敌军的食品仓库和运输车辆——18世纪的军队对此类损失异常敏感，轻步兵要进入骑兵难以攻克的山地和林地展开巡逻，此外还会执行其他诸多任务。轻型部队还可以用于夺占、据守战区内的次要据点（小型堡垒、居民点、渡河点），因为如果派遣战列步兵前去占领，就会削弱在大会战当天投入战场的部队。

轻型部队也可以在会战即将开始前或刚刚结束后投入使用，比如说，当敌军以行军队形或战前预备队形通过山地或林地时，就可以让轻型部队发起攻击，这样的攻击可以迟滞敌军行动或阻止敌军及时进入阵地。此外，轻型部队还可以在主力军接近某个据点之前迅速将其夺占并加以据守。取得会战胜利后也要派出轻型部队追击败退的敌军。

在18世纪中前期，奥地利军队的轻步兵声名卓著，它的主要兵源是居住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属地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居民。这类部队使用过多种不同名称，“克罗地亚兵”（德：Kroaten，英：croats，俄：хорваты
 ）在18世纪下半叶成了最常用的称呼。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天生的轻型部队，只能在战争开始时或战争期间募集志愿者组建轻型部队。形形色色的人涌入了这类部队：既有不希望长期遵守战列部队那严苛纪律的好战分子，也有热爱劫掠的家伙——因为军方高层一般会对轻型部队在敌方领土上的劫掠听之任之。轻型部队里有很多人原本是其他军队的逃兵。在法军中，这类轻型部队通常不仅包括轻步兵，还有若干轻骑兵，这些部队的纪律和训练都不算好，就作战效能而言远不及奥地利轻型部队，而且还因为洗劫平民而臭名昭著。尽管如此，一些军官仍然能够依靠这样的部队取得相当大的战果。然而，军方高层和政府当局仅仅将这类部队视作“必要之恶”，一般在战争结束时就会将其解散。

因此，尽管战列步兵和轻步兵的武器装备基本相同，他们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差异主要源自截然不同的征募方式。这两类步兵无法相互替换，每一类步兵都只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较好表现，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类步兵在战场上也几乎无法协同作战。因此，在18世纪中前期的战争——也包括七年战争——中，轻步兵很少直接用于会战，即便位于主力部队正面或侧翼的轻步兵在会战中投入战斗，他们也主要用于据守居民点、森林和广阔的灌木丛。

相对于密集队形而言，散开队形拥有诸多能够在战场上体现出来的优势。疏开队列中的散兵行进速度要比密集队列中的步兵快得多，而且这一优势在起伏地形中显得尤为明显。与密集队形中的步兵相比，散兵将机动与射击结合起来的效率要高得多：散开后的步兵能够在射击间隔期以较快速度行进，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在行进间完成装填。散兵可以用于据守村庄或各类障碍物，如果遇到密集队形步兵难以作战乃至无法作战的林地和灌木丛，也可以让散兵投入战斗。散开队形能够为射击提供相当大的优势：士兵在散开后制造的烟雾较少，散兵之间也不会相互掣肘，因此，每一名士兵都能够拥有良好视野并仔细瞄准射击。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有人探讨过散兵相对于密集队形步兵的射击优势。
[3]

 很难说这种优势到底有多大，鉴于时常有人在争论中将它作为论据，散兵的优势往往有可能被人蓄意夸大。迪埃姆将军在19世纪初写道：

有一位曾在倒数第二场战争［1800—1801年的战争］中为奥军效力的法国军官告诉我，某个法军步兵营距离他的连仅有100步远，但步兵营的火力仅仅让这个连损失了三四个人，与此同时，在该连侧翼300步以外的地方，小树丛里的一群散兵却导致它死伤30余人。在1801年强渡明乔河［Mincio，意大利境内的河流］时，第91［战列步兵半旅］第2营遭到比西［Bussi］团某营的齐射，仅仅损失了一个人，而这个军团的散兵在掩护退却时却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杀死［法军］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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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证可能有极大的夸张：在面临敌军火力的会战中，参战者很难准确估计两军距离和死伤人数，要想确定有多少人因为某个因素伤亡，又有多少人因为其他因素伤亡也相当困难。战例中提到的比西团或比西军团看起来也有些奇怪，因为“比西”是奥军中某个猎骑兵团的团名。

无论如何，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散兵的火力虽然不像战列步兵那么密集，却要精准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在散开队形中战斗的士兵并不像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营一样能够提供庞大且几乎毫无间断的目标，敌方如果要想命中散兵，也会面临较大的困难，此外，散兵可以隐藏在任何小丘、树木、栅栏、建筑物、冲沟或壕沟后方。以散开队形作战的优秀射手——也就是勇敢、机智、富有开拓精神的士兵，他们知道怎样准确射击，了解如何隐蔽——能够给密集队列中的敌军造成相当大的杀伤，而且他们在起伏地形战斗中的杀伤力尤大。即便敌军步兵的密集队列迫近到双方仅仅相隔150—200步，散开后的射手也不怎么害怕敌军火力，要是散兵拥有掩蔽物，那哪怕离得更近也无须惊恐。然而，在这一距离上，散兵打出的子弹却有相当一部分能够在敌军的密集队列中找到杀伤目标。散兵还可以迫近敌军炮兵并瞄准炮手开火。

当密集队形中的步兵遭遇敌方散兵火力时，他们就不得不做出以下三种选择之一——要么开火还击，要么发起攻击迫使散兵退却，要么离开阵地脱离散兵火力范围，但上述三种做法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密集队列发出的火力对付散兵效果不大，反而会导致近乎浪费地大量消耗弹药，而且还击散兵时的连续射击就像其他任何时候的连续射击一样，会让步兵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甚至使得军官无法约束步兵。步兵在以密集队形行进时也不可能追上散兵，后者可以迅速退却甚至迅速跑开，而后继续射击。如果步兵跑步追击敌军散兵，就会导致队形断裂，此时如果敌军步兵密集队形发起反击，追击中的步兵就显得相当脆弱，如果敌军骑兵发起冲击，那就尤为脆弱了。脱离火力范围也就是离开自己原先占据的阵地，而这恰恰是敌方散兵想要实现的战斗目标。

但是，散兵需要表现得足够英勇、主动、机敏才能取得战果。他们需要进入敌军的有效射程之内，既要独立选择掩蔽物、目标和开火时机，又要相互配合。如果出现了危及自身的情况，散兵还得及时离开，但即便在退却过程中也得抓紧时机朝敌军开火。如果士兵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主动性，也没有积极参与战斗的动机，那就不适合承担散兵角色：这种人要么不敢接近敌军，不愿进入有效射程，反而会在较为安全的距离上尽快打光子弹，然后以用尽弹药为借口后撤，要么躲在掩蔽物后方不敢冒出去。因此，军官的确有可能控制密集队列，而且在做了一定准备工作后几乎可以率领任何士兵投入战斗——即便违逆了士兵的意愿，但散开作战则要求士兵应当渴望参与作战，应当关心战斗胜负并尽力打出优异成绩。

然而，就算优秀射手有机会在几乎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射击敌方步兵的密集队形，他们也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给敌军造成严重损失，虽然的确存在散兵迫使列成密集队形的敌军步兵退却的战例，但这样的战例十分稀少。此外，就算是最优秀的步兵，一旦在大体平整的开阔地上以散开队形作战，也将无力抗拒敌方骑兵的冲击，无法挡住敌方步兵密集队形的推进，更不能向列阵作战的敌方步兵发起坚决冲击。因此，散兵在独力作战时能够取得的战果非常少，即便他们可以迫使敌军撤出某块阵地，甚至可以进占那块阵地，敌军也能够轻松地将他们击退。

对于这个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散开队形的步兵和密集队形的步兵协同作战，后者要位于散兵后方，和散兵拉开一定距离，负责支援散兵并扩张其战果。散兵在必要情况下——比如说遭到敌方骑兵威胁或面临敌军战列步兵的猛烈冲击——也可以撤退到己方步兵密集队形之后隐蔽起来。反过来说，散兵同样能够掩护步兵主力，可以为步兵主力的冲击进行火力准备。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给每个战列步兵营都配备一定数量的轻步兵或让一定数量的战列步兵接受散开队形作战训练。

然而，考虑到18世纪军队的征募、训练体系，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尤为困难：轻步兵很难用于线式战术，战列步兵在作为散兵时也几乎毫无用处，绝大部分战列步兵都不会主动冒险参战，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散兵战的动机——既不能获得高额报酬，也不能晋升到军士以上的重要职位。

除去在18世纪的大部分士兵并不情愿投入散兵战的事实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战列步兵接受的训练非但没有培养出散兵战能力，反而摧残了这种能力。士兵并没有接受瞄准射击训练，他们的火力只有在近距离射击且朝着一大群士兵开火时才多少有点杀伤力。战列步兵接受的一切训练都是为了压制个人的主动思考和表现。理想状态下的士兵应当像机械一样战斗——永远不会思考，始终保持平整的队形，只会完成军官下达的命令：迈步行进，一齐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遵照命令。任何违纪行为或拒不服从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士兵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训练方式创造了能够在最猛烈的火力下维持队形并且能够承受极大损失的普鲁士步兵，虽然这支军队中有许多人实际上不仅不想投入战斗，而且随时准备逃亡。

假如让士兵接受以散开队形作战的训练，那就完全与这种机械训练方式相悖：如果允许士兵隐蔽起来躲开敌军火力，那军官在迫使士兵站起来直面敌军、让士兵害怕上级惩罚更甚于敌军子弹时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即便士兵愿意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也不能取得什么战果：他们并不了解如何展开散兵战，而且在瞄准射击方面训练不佳。此外，18世纪有许多将领相当鄙夷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步兵，认为这种作战方式不过是部队在纪律涣散、训练匮乏时的惯常做法。

有些国家则开始创建接受正规训练的常备射手部队，部队兵员都要了解如何准确射击，并且能够在森林密布的地带定向越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猎兵（Jäger）就堪称这类射手部队中的典范，它的兵源起初主要来自护林员和猎人家庭。这些射手会被编入前卫部队作战，负责掩护正在行军的己方部队，使得他们免遭敌军轻型部队袭击（通常会和骠骑兵一起执行任务），此外还要负责搜索林地和灌木丛，以此驱逐敌军散兵。这样精选出来的射手的确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他们的数量并没有多到能够在大会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步。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组建了所谓的“自由营”（Freibataillon）作为猎兵的补充。自由营里充斥着那些在人们看来不适宜充当战列步兵的人员，其中多数是外邦人，当然也包括了其他军队的逃兵。这些部队有时会在“小战争”中扮演轻步兵角色，但也会在会战中扮演最糟糕的战列步兵角色：自由营会被放在预计不会发生激烈交战的一翼，或是被派去保护辎重车辆。

为了让轻步兵更受纪律约束、更好地接受以密集队形作战的训练，欧洲各国展开了诸多尝试。法国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轻型部队，也就是说将这些部队常备化。有些轻型部队军官还开始为他们的部队撰写教令，后来，适用于全体轻型部队的统一教令也渐渐出现了。奥地利试图让这个国度里“天生”的轻步兵接受正规训练和纪律约束。然而，根据某些作者的看法，这种做法导致它一方面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优秀轻步兵，另一方面也不足以成为优秀的战列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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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做法是让战列步兵主力依然列成密集队形，但要从战列步兵中抽出部分人员在主力前方不远处展开散兵战。这样的散兵可以掩护己方战列步兵主力部队，使其免遭敌方散兵袭扰，也可以依靠火力袭扰敌方战列步兵，还能够攻占村落、树丛、灌木丛等不便于步兵密集队形作战的目标。在掩护步兵主力退却、追击已被步兵主力以冲击或火力击退的敌军时，这些散兵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或许是法军头一次在散兵战术发展中引领潮流，而且法军的确具备发展所需的若干先决条件：由于法国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不如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严格，法国士兵天生的活力与进取心就没有遭到彻底压抑。法国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进行过这个方向的试验，但这些试验多数时候出现在演习当中。一些法国军事理论家的著作里也提到过这类散兵。然而，这类散兵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在奥地利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诸多会战中，只有零星记载提到从战列步兵中抽调出来的散兵。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已经有诸多理论著作指出要用散兵掩护步兵主力，要让散兵以射击为主力部队的冲击进行火力准备，法军有时也会在演习中演练这套做法。

美国独立战争（1774—1778年）也给散兵战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额外动力，在这场战争中，美利坚民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原本就是猎人，深知如何准确射击——在林地里不断给英军带来极大的麻烦。这使英军认为他们不仅有必要增加轻步兵单位的数量，而且还要在每个战列步兵营里创建一个轻步兵连。英国为这场战争雇用的德意志轻步兵在某些战斗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此外，战争中还有一些法国志愿者和一小批法国正规军协助美军作战。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注意到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导致崭新的步兵战术原则流传开来：这场战争中规模稍大的所有会战都一如既往地根据线式战术原则进行。

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末对常备轻型部队进行了改革，将其划分为猎兵和猎骑兵。猎兵编成了若干个独立的营，从山地和林区居民中补充兵员。猎兵接受的基础训练与战列步兵相同，此外还需要训练瞄准射击和以散开队形作战。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也开始组建燧发枪兵营。燧发枪兵属于常备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与原先的轻步兵相比，这种轻步兵部队更适合与战列步兵协同作战，在大会战中也更有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普军开始在战列步兵团中挑选部分士兵接受散兵战训练，尽管他们数量并不多，每连仅有10人，角色也主要局限于阻击敌方散兵，掩护己方大部队行军、战前机动和展开，却是散开队形用于实战的重要一步。就这样，到了18世纪70—80年代，尽管轻步兵与战列步兵间的差异仍然相当大，但它已开始走向消亡。与这些趋势并行且存在一定关联的另一个趋势便是对待士兵的方式逐渐变得较为人道——新的战术原则需要的不是那些只能在胁迫下战斗的仆从，而是能够独立思考且富有进取心的士兵。

如你所见，到了革命战争初期，让步兵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的做法已经广为人知——虽然许多军官只是了解过相关理论。法军1791年步兵条令仅供战列步兵使用，因此并不包括在战斗中运用散兵的规则，条令中仅仅提到散兵要在掩护步兵纵队行进时击退迫近纵队的敌方骠骑兵或其他骑兵。必要情况下应当抽调第3列人员投入散兵战，让这些散兵位于主力纵队前方15—20步处。
[6]



《1792年4月5日步兵野战勤务临时条令》（Règlement provisoire sur le service de l’infanterie en campagne du 5 avril 1792）中的《作战日教令》（Instruction pour les jours de combat）也几乎没有给出散兵战指导意见：它只是建议让轻步兵（infanterie légère）推进到大部队前方，利用灌木丛、树篱、壕沟、高地和其他地物掩蔽起来，以此避开敌军火力，并着手射击敌方炮兵。可以注意到一点，这部条令实际上与出版于1778年的另一部条令十分相似，除了一些细微改动——特别是把“猎兵”一词换成“轻步兵”——外几乎可以说是重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作战日教令》再版多次，它被收录到各式各样的法军条令和教令汇总中，就连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也要求将它译成俄文，并在1812年3月底4月初将13份复本送往每个近卫团作为军官参考资料。
[7]



尽管如此，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将领还是时常会在他们的命令和教令中提到轻步兵与散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充分领会了这类部队的角色与用途。法军拥有专业化的轻步兵单位：旧军队在18世纪80年代建立的猎兵营，此外还有一些同样自称“射手”的志愿兵部队〔猎兵（chasseurs）或射击兵（tirailleurs）〕。革命战争之初，被视为轻步兵的部队单位数量骤增，并且也有充分证据表明法军指挥层至少将其中若干部队当作精锐，给它们配备了精选出来的人员。
[8]

 这些部队起初通常用于独立作战，扮演轻步兵的传统角色——侦察、袭扰、越野作战、掩护主力部队，后来则成了轻步兵半旅的基干力量。

与此同时，从战列步兵营中抽调一定兵力用作散兵的战术思想也得到了发展。
[9]

 革命战争初期的许多特殊情况大大促进了战列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战争整体和战斗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在线式战术时代，轻型部队极少参与大规模会战，几乎不会卷入中小规模会战，只会间或展开小规模前哨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主力部队通常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机动，军队统帅也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决心投入战斗。而在革命战争中，法军利用数量优势，将军队分成独立的师或师群，让它们在宽阔的正面上作战，竭力想要绕过或包抄敌军，迫使敌军同样分散兵力，也将军队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分遣队。

法军在作战中通常会表现得十分活跃，因此，军事行动时常由一系列几乎毫无间断的前哨战和小规模交战组成，这种战斗往往围绕所谓的“据点”进行，当时所说的据点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多种对象，通常是小型堡垒、村庄、小块树林和灌木丛，又或是其他由部队占据并准备用于防御的地物。与此同时，由于法军严重缺乏优良骑兵，这就迫使法军在前哨勤务以及侦察、袭扰中也不得不使用步兵，也就是说，法军让步兵参与了18世纪概念中的“小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步兵往往需要列成散开队形，以小群投入战斗。18世纪的军队将轻步兵用于这类战斗，法军也遵循这一原则，然而，法军的轻步兵数量相对较少，质量在多数情况下也不算高：猎兵营是在18世纪80年代末期——也就是革命爆发前不久——组建的，他们很难充分接受散兵战训练，许多号称轻步兵或射击兵的志愿兵部队根本没有接受任何特训。圣西尔元帅就回忆过一个典型例子：当他开始从军时，巴黎组建了志愿兵营，这个营被分配给轻型部队，派往莱茵军团，尽管志愿兵事实上根本没有接受散兵战训练，却在来到前线后立刻被派往前卫部队中充当轻步兵。
[10]

 法军后来创建的大部分轻步兵半旅都和战列步兵半旅区别不大，因为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原先属于猎兵营，此后也和战列步兵一样以普通新兵补充兵员。由于法军缺乏专业化的轻步兵，这就迫使战列步兵往往作为轻步兵投入战斗。

就对散兵战的适应性而言，法国革命军中的战列步兵要比旧军队中的战列步兵高得多：革命军中有许多士兵在保卫祖国和自由的思想的激励下从军，他们在革命军中的升迁机会要比旧军队大，速度也更快，因此，法军士兵拥有相当高的热情，也极为关心己方能否取得胜利。在革命战争初年，军官的职位对任何一位勇敢、机智的士兵敞开，因此，许多人想要在战场上竭力拿出优异表现，而就个人战绩而言，散开队形提供的机遇要比密集队形多得多。

一些革命战争的亲历者认为，“小战争”风格的战斗——也就是小部队在起伏地带上的战斗——对法军而言是相当必要的，因为法军在战争之初完全没有为平坦开阔地带上的大规模集群战斗做好准备。在起伏地带的小规模战斗中，士兵可以利用各类障碍物和掩蔽物，因此，在面临敌军步兵和骑兵的冲击时，法军士兵的取胜率就会有所上升，恐惧情绪也会有所减少，这样，他们就会逐渐习惯于在敌军火力下战斗，认为这也算不上太危险。
[11]

 起伏地带也有利于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因为它导致密集队形无法行动，还为散兵提供了诸多掩蔽物。

如前所述，一些革命战争的亲历者——特别是圣西尔元帅和迪埃姆将军——后来声称几乎所有法军步兵在1793年都没有接受良好训练，也不能执行1791年条令中规定的复杂机动，甚至根本不能冒着敌军火力让大部队列成密集队形成功战斗，因此，法军在战斗中几乎彻底成了散兵，也就是彻底地散开作战。著名的奥地利统帅卡尔大公在他出版于1806年的著作《为奥地利军队将领撰写的高级战争艺术原则》（Grundsatze der höhern Kriegs-kunst für die Generäle der österreichischen Armee）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法军由新近入伍的农民匆忙拼凑而成。在士兵训练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是让他们学会保持密集队形，但密集队形是无法在短时间内练成的，因此，法军就利用法国人无畏、轻浮和鲁莽的天性，让士兵散开战斗。
[12]



迪埃姆将军在1793年效力于北方军团（armée du Nord），他如此描述法军当时的典型作战流程：

需要袭击敌军，攻击据点？抽出一些部队列成散开队形［en tirailleurs］，其他人列成战斗队形［en bataille］，然后跑步前进，不要保持队列，把军旗留在后方——事实证明，战斗打响后军旗往往会［和部队］分开——只留下不到10名护旗人员。初战得胜会令士兵变得更加英勇、更加机敏，军官和士兵一样英勇，总是和最前方的［士兵］待在一起指挥［战斗］，甚至可以看到将军来到这些散兵［tirailleurs］群前方，为他们指出攻击点。
[13]



迪埃姆还认为，到1793年年底，所有法军步兵都像散兵一样战斗，当时的法军也仅仅拥有轻步兵。
[14]

 许多研究者质疑他的说法，摘引了档案文件和其他亲历者提供的材料证明当时的法军步兵接受了良好的训练，能够使用横队和纵队，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士兵——通常是每个营抽出几十人——会投入散兵战。然而，迪埃姆在上一段引述的文字中也提到了法军只会将一小部分士兵抽出来作为散兵，也就是以散开队形战斗，其余部队仍然列成战斗队形（en bataille，这个术语在1791年条令中指的就是横队
[15]

 ），但在快速攻击进程中，横队会很快瓦解，变成散乱的人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散开队形。

有证据表明，若干法军部队的确训练不佳，甚至对条令毫无概念：以皮埃尔·佩尔波尔（Pierre Pelleport）将军为例，他曾在1795年以少尉身份在东比利牛斯山脉（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里服役。他记得自己所在的步兵营由某个名叫波马尔（Pomard）的上尉负责训练事宜，佩尔波尔用如下言辞描述这位上尉：“一个勇敢的人，他在王家军队中效力8年后带着下士条纹回家，他有着机动的直觉、一副好嗓子和出众的自信，在那个年代，要想获得‘精通战术’的名声，具备上述能力就足够了。”按照佩尔波尔的说法，他所在的营对条令一无所知，因此，波马尔依靠他在王家军队中掌握的知识就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16]



法国军官弗朗索瓦·维戈-鲁西永（François Vigo-Roussillon）在革命战争中先是志愿兵营里的一名普通士兵，而后转入第129战列步兵半旅，最终来到第32战列步兵半旅。根据他的说法，1796年战局之初，法军的意大利军团“极其英勇，但毫无战术。它扑向敌军，以散兵队形［en tirailleurs］猛冲敌方战线，总是以此取得胜利。我认为这类作战方式天然适合法兰西民族。它让勇敢摆脱了纪律的枷锁……我们既没有理论训练，也没有实际训练。我们只知道列成两列或三列的战斗队形［en bataille，即横队］。当我们进入敌方战线射程后，［军鼓］敲出冲击信号，［军官］下达冲击命令，接着就冲向最靠近我军的敌军。对指挥官而言，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战后集结他们的部队”
[17]

 。

如你所见，就算法军以密集队形投入战斗，也并不意味着会在战斗过程中保持这一队形。实际上，迪埃姆的说法和其他资料提到的法军步兵训练良好，能够有序机动并执行各类队形变换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法军的确有可能在远离敌军时能够完成机动和队形变换，但很可能无法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下始终维持密集队形，在起伏地带的战斗中，维持密集队形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所有法军步兵都成了轻步兵，但这并不是一种褒扬，而是一种批评：士兵之所以会散开战斗，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为散开做好了准备，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扮演战列步兵的传统角色。在许多战例中，这些缺乏经验、训练匮乏的乌合之众只能勉强射击，还在距离敌军很远的地方空耗了许多子弹，因此并不能取得重大战果，反倒时常会杂乱无章地逃窜，蒙受惨重的损失，但法军并不特别注重损失——这与旧式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补充人员时需要消耗大量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法国革命军的指挥官们拥有充足的新兵，在损失了经验不足、训练匮乏的部队后，能够相对轻松地以同等质量的新兵作为补充。

就战术层面而言，这种散开作战本身还算不上一种进步。士兵们要么杂乱地分散到各个方向，要么分成几个独立群组，他们几乎无法控制，既不能挡住敌方步兵的冲击，在面临敌方骑兵冲击时事实上更是毫无防御能力，只有当散兵躲到建筑物、栅栏、壕沟、密集的灌木丛或树林等骑兵无法越过的障碍物后方时，才能够抵御敌方骑兵。独立作战的散兵群的确可以利用地形褶皱或掩蔽物迫近敌军，可要是敌军发起进攻，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掉头后退。如果敌军行动迅猛，就会导致散兵损失惨重、向后奔逃。如果敌军成功动用了骑兵，那就会给散兵带来尤为严重的挫折。

然而，如果地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障碍物，导致步兵很难以密集队形行动，骑兵则根本无法发起冲击，那么散兵在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后，即便是面临质量极高的敌方部队——这些部队为军官控制下的平坦开阔地带密集队形战斗做了近乎完美的准备，但并不适应散开后的单打独斗——也能展开相当顽强的抵抗。圣西尔指出，法军步兵在山地和凹凸不平的地带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18]

 他在提及1794年夏季的起伏地形战斗时指出：

当普鲁士军队集中到一起，列成齐整的密集队形，也就是说人人肘挨肘的时候，他们才能在战斗中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在这里，他们不得不散开战斗，甚至时常单打独斗，以一种看似混乱的队形参战，德意志人接收了琐碎、机械的训练，因而很不适应这种战斗方式，只要普军处于这种境地，［在我军发起］攻击之前，它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19]



圣西尔认为法军取得某些胜利要归功于大规模散兵战，而且因为敌军对这种打法猝不及防，它的战果实际上超出了预期。
[20]



《欧洲诸国军队在当前战争中的军事特性》（Caractère militaire des armées européennes dans la guerre actuelle）（“当前战争”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匿名作者对法军和奥军间的山地战做了如下描述：

法军深知自己固有的优势，在骑兵无法驱逐散兵的地形上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将散兵［tirailleurs］派到奥军四周。更机敏、更有进取心的法军士兵利用了地形优势，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包围起来，然后依托极为细微的掩蔽物纠缠、袭扰、迫近敌军，奥军在这时还保持着队列，但他们发散的火力对散开的或得到掩蔽的士兵毫无效果，可这些人瞄准庞大队形的所有子弹都不可能浪费。奥军一推进，散兵就躲开，奥军一后退，散兵又冒了出来。奥军被身处射程之外的敌军袭扰，考虑到散兵占据的宽大正面，其数量通常也会被奥军大大高估：这种战况会一直持续到奥军蒙受的损失和徒劳无功的抵抗方式使得他们灰心丧气，陷入混乱为止，筋疲力尽、陷入混乱的奥军要么作鸟兽散，要么放下武器。法军不敢在开阔地上面对同样的奥军，却时常敢于［在对散兵有利的地形上］仅仅动用数百名士兵就击败、俘获上千名敌人，奥军的队形一被打乱，士兵就成了一群散乱的母羊，再也无法集结起来。
[21]



尽管欧洲各国军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就已了解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基本原则，但法军却是第一支将营、半旅、旅乃至师悉数投入起伏地形，使其展开大规模散兵战的军队。卡尔大公为奥军将领撰写过一份手册，他在这部出版于1806年的著作中指出法军的这种作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在选择阵地和展开防御时的观点：

军队机动性的提高和散开队形的战斗方式也影响到了选择阵地的方式，使得防御战变得更为困难。一些地域在那些采用旧式组织结构和战斗方式的军队看来不可通行、无法逾越，因而被用作侧翼支撑点或者根本不用据守，可是，这种地带现在已经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战场，参战的也不仅是小股部队，甚至有整支大部队。
[22]



卡尔大公在他出版于1807年的军官手册中更为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军队在过去仅仅使用密集队形作战，因而将密林和起伏地形视作几乎无法通行的地域，也就是说可以很有把握地将森林作为侧翼的依托，也不用去进占那些栅栏、沟渠纵横交错的地域。
[23]



反法同盟的军队也在战斗中大量使用轻步兵。早在革命战争刚开始的1792年，人数众多、经验丰富的奥军轻步兵就时常在战斗中取得大胜，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法军的承认——迪埃姆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然而，按照迪埃姆的说法，法军在1793年的战斗中开始将大量士兵投入散兵战，这样，数量有限的奥军轻步兵也就无力阻挡法军散兵了。迪埃姆注意到奥军试图从战列步兵中抽调少许部队支援轻步兵，但这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成功。
[24]

 圣西尔在谈到1795—1796年战事时一再提到奥军将众多散兵投入散开队形战斗中，而且还指出这些散兵时常会得到个别轻骑兵中队或排的支援。
[25]



鉴于反法联军手头有时会没有轻步兵，而且在大会战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联军有时也会像法军一样试图让战列步兵在起伏地形上充当散兵。在某些情况下，奥军的战列步兵营会在起伏地形上和法军散兵交战，有时甚至会几乎全部列成散开队形投入战斗。然而，反法同盟里的大部分将领和军官对散兵战的态度都非常谨慎，有的人甚至鄙视这种战斗方式，认为它只适用于非正规的无纪律部队，因为那些部队无法以正确的队形投入战斗。此外，将战列步兵投入起伏地形，使其展开散兵战的尝试让许多将领和军官感到焦虑——他们实在是太害怕部队丧失秩序。

在奥军和普军1793—1802年间的诸多教令、命令、备忘录和理论著作中，时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指示：战列步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保持紧密队形，战列步兵军官要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士兵主动散开战斗，应当尽量忽略法军散兵。如果地形或战术要求奥军和普军必须使用散兵，比如说需要攻击村庄、树林或灌木丛，给出的建议一般是只抽出一小部分士兵充当散兵，而且应当预先告知这些人收到信号后就要迅速归队，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要留在队列里。以撰写于1796年的一份奥军教令为例，它要求：

轻步兵在村落、森林等地的交战中不应当立刻全部铺开投入散兵战，而要留下至少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预备队，用它不时轮换散兵［Tirailleurs］……

……就算一群散兵完全由英雄组成，他们也没有任何力量，只有密集队形的支持才能给他们提供动力、能量和抵抗力……

在佛兰德进行的战斗中，由于当地存在极多的断裂地形，军队不可能以密集横队［geschlossenen Fronten］作战，这带来了不幸的后果，颠覆了普通士兵乃至军官的认知，使得他们未能掌握冲击敌军的正确方式。即便是在战列步兵中，即便是在最重大的场合下，以散开队形［en Tirailleurs］发起冲击也几乎成了唯一的做法，或者说，至少随着愈演愈烈的战斗削弱了步兵原有的行进秩序，冲击也就沦落到散乱的地步。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滥用散开队形的做法，因为它削弱了冲击的力度，要是面临敌军突如其来的抵抗，它就可能会导致我军丧失原有的优势，要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敌军骑兵，正沉浸在胜利中的散兵就会面临无可避免的死亡，除非援军及时赶到，否则战斗将会以失败告终。

正规的、训练有素的、坚定的步兵，如果能够列成密集队形，在炮兵支援下迈开大步［in gestreckten Schritten］勇敢前进，就不可能被散兵［Plänklern］挡住。因此，步兵必须无视散兵，不要停下来抽调散兵应战或以分队为单位射击 ［Abtheilungsfeuer，指以排或分营为单位射击］，即便是面对敌军横队，也要到后者［以分队为单位射击］能够收到很大成效时才停下来开火。应当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齐整的队形迫近敌军，将其击退，迅速结束战斗。

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珍惜生命的方法；一切射击和散兵战都只会造成伤亡却无法对战事起到决定作用。

因此，应当用尽一切方法把部队维持在一起，让士兵列成密集队形，在冲击或追击中都不能容许分散和混乱，在退却中就更不能这样。如果进攻村落或树林，而且认为有必要让几个连以散开队形［en Tirailleurs］战斗，那就要以列成密集队形的连或营支援散兵，而且应当告知散兵，只要连长命令鼓手敲响“警戒”［Allarm］信号，就要立刻重新集结归队。
[26]



在某些情况下，奥地利和普鲁士军官甚至不会抽出一点兵力充当散兵，而且也根本不去设法保护己方士兵，使其免遭法军散兵射击。英国军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他后来成了将军）在1796年曾和奥军一起待在北意大利，他提到过当年5月31日发生在阿迪杰河（Adige）河畔的战况：“一些法军神射手［sharpshooters］隐藏在河流右边的灌木丛里，用火力持续不断地频繁袭扰科伊尔［Keil］团
①

 ，这个优秀的团包括3个营，它被有违常理地部署在左岸大道中一段堤道的顶部，该团断断续续地开火，想要撵走那看不见的敌人。只用往回走6码或8码，再伏在堤道的背面，敌军就没有一发子弹能够命中目标，尽管如此，这种愚蠢的英勇还是带来了将近150人死伤的后果，就好像让士兵移动到安全地带会导致这样一个团在这样的战况下荣誉受损一样。”格雷厄姆给出的解释是团长当时并不在现场，如果他在的话就不会蒙受如此无谓的损失。
[27]



法军的对手渐渐意识到有必要用散兵对抗散兵，但他们依然试图限制散兵战规模。卡尔大公在他出版于1806年的将领手册中解释说：

……如果你遵从了源自人类内心的经验和知识，就会承认一点，如果个别敌军散兵在我军队伍周围徘徊，用火力袭扰我军，命中队列里的个别人员，那就很少能发现——特别是在战争旷日持久的情况下——沉着到继续保持密集队形的部队。

这样一种暴露在散兵火力下的展开队形很快就会自行瓦解：要么以散乱队形攻击敌军，徒劳地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自卫并逐走敌方散兵，要么是每个人只考虑自身安危。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敌军在散兵后方留有一支密集队形的预备队，那不就稳操胜券了吗？

因此，面对拥有散兵的敌军，就必须以相同的兵种展开对抗，只是有必要确定投入散兵战的适当比例而已，但一定不能遗忘的原则就是只能让少数部队解散队列摆出散开队形，大部分人员仍然必须一直留作预备队，等待决定性的一刻。

散兵的比例取决于敌我双方的部队数量和质量、将要展开战斗的地形状况等等，简而言之，它取决于具体的战况。
[28]



因此，在反法同盟的军队中，轻步兵的散兵战基本上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只应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准许展开散兵战。它也不是适用于所有步兵的重要战术元素。联军建议将尽可能少的部队——最好还是受过特定训练的部队——投入散兵战。一般而言，反法联军从战列步兵中抽调的散兵只会肩负全然被动的作战任务，也就是掩护己方部队免遭法军散兵袭扰，而后者的表现往往会十分积极主动。

随着法军步兵的训练水准逐步提高，军官和士兵也渐渐积累了经验，将整支部队悉数投入散兵战的战例也就变得越发稀少。法军很快就确信列成散开队形的步兵很容易陷入溃逃，而且即便取得胜利，也往往无法捍卫战果。
[29]

 法军认识到有必要让后续部队为散兵提供支援，这些部队要能够挡住列成密集队形推进的敌方步兵，击退敌方骑兵的冲击。圣西尔解释说：

1793年，我军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散兵［tirailleurs］战争，这种战斗方式的新颖性和它最初产生的突然性带来了超出预期的胜利。但敌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战术的弱点和缺陷，我军因此有必要大大削减其使用规模，开始将散开队形和更为坚实的多兵种密集队形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战况，密集队形既可以是纵深队形［ordre profond］，也可以是展开队形［ordre déployé］。
[30]



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通常会位于散兵后方，既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又为其提供支援——这种做法早在1793年的某些战斗中就出现过。
[31]

 有些时候，散兵还会得到个别轻骑兵中队或排的支援，但这种做法很少用于实战。法军通常会让轻步兵——如果手头还有轻步兵的话——或部分战列步兵充当散兵，其余部队仍在散兵后方列成密集队形。如果某个轻步兵营或团（半旅）脱离战列步兵单独行动，它也不会全体散开战斗，反而会在散兵后方将多数部队列成密集队形。

渐渐的，几乎所有法军步兵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散开队形和密集队形间的协同作战方法。散兵要在战斗打响前搜索主力部队前方和两侧的地域，侦察敌军所在位置，不让敌军突袭主力部队。散兵还负责攻占或据守居民点、树林、灌木丛，袭扰敌军乃至尽可能阻止敌军机动。

战斗开始时，散兵要在整条战线前方发起一场散兵战，在必要情况下还得驱逐敌军散兵。散兵可以在多个地段主动投入战斗，以此误导敌军，使其忙于考虑哪里才是主攻地段，而己方主力部队则可以准备着手攻击其他地段。散兵还可以用于寻找敌军阵地和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
[32]

 散兵在正面战斗中可以为主力部队的冲击进行火力准备，也可以用于掩护主力部队，不让敌军散兵迫近。散兵战的效力会受到具体地形的影响，正如俄国军事理论家梅杰姆在19世纪30年代所述：

在掩蔽物——壕沟、栅栏、树木、小丘等等——众多的地域，步兵能够成功地散开战斗。这些掩蔽物虽然不足以遮蔽展开后的横队，却能让隐蔽在它们后方的散兵更为自信地投入战斗，让他们冷静地把敌人放近了再开火。与开阔地上的战斗相比，散兵在这种地域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他们的火力足以取代展开后的横队火力。
[33]



散兵是步兵纵队在进攻中的重要补充环节，因为营纵队的正面比营横队的正面窄，纵队之间还留出了相当大的横向间隔，纵队的火力也就弱于横队。散兵此时可以沿着整条战线散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火力不足的弱点。散兵能够为即将发起冲击的纵队进行火力准备——迫近敌军，杀伤敌军，干扰敌军注意力，将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在这之后，纵队就可以沿着最快捷的路径迫近敌军阵地，攻击最薄弱的环节，散兵也可以轻易地闪到一边，给纵队让出前进道路。

就机动性而言，营纵队和散兵相结合的战斗队形要远远优于营横队，而且它在起伏地形上的优势尤为明显。此外，散兵可以轻松地兼顾机动与射击，而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在行进间射击时却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因而并不希望这么做。所以，在仅仅使用密集队形的前提下，步兵就只能在行进和射击之间二选一，只能在纵队的机动力和横队的火力之间二选一。然而，营纵队与散兵却能把火力与机动力结合起来，要想发起卓有成效的冲击，二者兼备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步兵如何散开战斗？关于这一点的确切材料可以说非常稀少。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散兵根本不受任何规矩约束，人人都有机会自行其是。后来，法军逐渐开始尝试合理化散兵战流程，也着手探究如何让散兵和步兵主力部队协同作战。法军渐渐发展出相当复杂的散兵战术，它后来也成了几乎所有军队的典型战术：一般情况下几乎总会从第一线步兵中抽出一小部分人员赶赴前方充当散兵，当然如果有轻步兵的话，那就要让他们承担散兵战任务，而且并不是被抽出的所有步兵都要散开战斗，其中只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员需要列成散开队形，其余人员则作为预备队——若干支几十人规模的部队——留在后方，和散兵保持一定距离。

这些预备队直接保护散兵并为散兵提供支援：如果散兵遭遇敌方散兵的猛烈攻击，预备队就可以发起反击或摆出反击姿态威胁敌军，以此阻遏敌军或改善战况。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从预备队中抽调人员，以此补充散兵损失或增加散兵人数。如果需要增强散兵实力，预备队就可以全部散开加入散兵战，步兵主力部队则要抽调新一批人员，让他们上前替代预备队。

可以在迪埃姆将军对施林根（Schliengen）会战（1796年10月24日）的记载中找到一个有趣的散兵战例。迪埃姆师在此战中的作战目标是阻止奥军继续推进，以此掩护让-维克托-马里·莫罗（Jean-Victor-Marie Moreau）将军的法军主力部队撤过莱茵河。迪埃姆将第21轻步兵半旅部署在遍布着葡萄园的高地上。一部分士兵列成散开队形，其余士兵组成三支小预备队。

按照迪埃姆的说法，敌军出动了大约三倍于第21轻步兵半旅的兵力（这很可能是夸张的说法），试图将法军逐出阵地。当敌军猛烈攻击法军某段散兵线时，离它最近的预备队就赶赴这一地段，帮助散兵夺回阵地。预备队还会不时抽出若干士兵替换耗尽了体力或弹药的散兵，如果增援部队在抵达对应地段时发现散兵线已被击退，就要让散兵和援军一道夺回阵地，然后再让散兵退往预备队方向，让援军接管防区。迪埃姆指出，这类战斗方式需要士兵既机智又乐于投入战斗。

交战从上午持续到中午，疲倦的法军最终开始全线后退。此时，迪埃姆亲自来到前线，开始向士兵许下诺言：如果他们能够坚守到入夜，就会成为第一批越过莱茵河回国的部队，还会住在最好的房间里。他设法让士兵返回阵地，一直坚持到日暮为止，因此也就无须将生力军投入战斗——迪埃姆表示师里余下的9个营当天一枪未放。
[34]



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似乎没有一部适用于全体步兵的散兵战教令，只是出现了由将领和军官为自己麾下部队撰写的诸多教令。迪埃姆将军在1805年为自己师里的轻步兵和腾跃兵撰写过散兵战教令，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元帅则在1811年给自己军里的全体步兵颁布了散兵战教令。从这两部教令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对步兵战术所做的评论来看，当法军把一个连投入散兵战中时，这个连会向前行进，通常情况下还要拆分成几个排（sections）。其中一个排列成密集队形留下来作为预备队，其余各排朝侧前方行进并散开，这些排既可以全体散开，也可以像达武元帅在教令中规定的那样，让前两列士兵列成散兵线，第3列士兵依然保持密集队形充当小规模的过渡预备队。
[35]



散兵一般位于步兵大部队前方150—300步处，如果战况和地形比较适于散兵战，那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进。小预备队位于散兵线之后50—150步处，而且要尽可能地利用地物加以掩蔽。如果敌军骑兵威胁散兵，散兵就得迅速退往最近的预备队方向，但还要竭尽所能开火还击，散兵在退却途中需要结队行动，先是形成四人小组，然后形成八人小组，随后不断扩大小组规模，最终与预备队会合。此时，如果散兵和预备队仍然不足以挡住敌军，就需要一起退往更靠后的大部队所在位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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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抽出一个连投入散兵战

在每一对散兵中，至少应当有一名散兵的步枪已经装填完毕并随时准备开火：当一名士兵完成射击、开始装填时，另一名士兵就要手持装填好的步枪待命，直到第一名士兵完成装填后才能开火。
[37]

 相邻两对散兵之间要留出几步宽的横向间隔。散兵线的密度取决于具体战斗任务、敌方散兵线密度、地形等情况。只有在平坦开阔的地带，散兵线才会显得较为均匀平直。起伏地形上的散兵会隐蔽在适当的地物之后，或不时从一处隐蔽地点转移到另一处，所以散兵线并不平直，其密度也不算均匀。散兵有时还会分成若干个相互独立的散兵群战斗，他们躲在能够提供掩蔽的地物之后，在暴露地域留出狭窄的无人空间。实际上，散兵线或散兵群的外在形态很可能会有颇多变化。

到了革命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几乎所有法军步兵都积累了丰富的密集队形作战经验。将整个步兵营集体散开的做法已经不大可能出现——通常情况下只会从第一线的步兵营中抽出一部分士兵充当散兵，必要的时候还要对散兵进行轮换。因此，尽管散兵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只占到总兵力的一小部分，但在有必要多次轮换散兵的漫长战斗中，累计参战的散兵人数就会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某些半旅会在战时抽调最擅长散兵角色的士兵，将他们临时编成若干个步兵连（每个营配备一个连）
[38]

 ，这一做法既是大革命前有人主张推广猎兵连的回音，也是日后拿破仑时期创立腾跃兵连的先声。

这样，就法军而言，步兵在战场上的散兵战就从18世纪的个别战例、法国大革命初期不得已而为之的混乱之举逐步演变为步兵战术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数年来几乎从未间断的战争让法军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进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散兵战术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合理地展开散兵战。有些军官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还着手撰写了书面教令。法军还制定了一套使用鼓声或号声指挥散兵的信号系统。这种战斗不仅需要军官和士兵表现英勇、主动，而且要求他们在战前接受深入训练，并积累足够多的经验，此外，士兵应当既能够以散开队形作战，也能够以密集队形作战。

对军官而言，指挥散兵的挑战性要比指挥列成密集队形的一个排或一个营大得多。军官在队列中只需让他的排或营保持齐整，注意自己的部队相对于邻近的排或营的位置，并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指挥散兵的军官则需要根据战况准确估算出应当抽调多少士兵充当散兵、哪里是最有利于散兵展开战斗的位置、散兵线和预备队又应当如何展开机动。军官需要随时注意他麾下的散兵，及时从预备队中抽调新锐士兵支援散兵或轮换那些疲惫不堪、弹药耗尽以及枪支出现严重故障的散兵。与此同时，军官还要观察敌方行动，并根据敌方行动迹象判断其意图，从而依靠预备队及时粉碎敌军突破或包抄散兵线的意图，甚至反过来突破、包抄敌方散兵线。在这种情况下，军官应当要让他负责掩护的一个或多个步兵营观察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应当注意到，法军中战列步兵和轻步兵的差异到19世纪初就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39]

 轻步兵的组织结构和训练方式与战列步兵如出一辙，轻步兵在战斗中往往既需要使用散开队形，又得使用密集队形，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情况是采用两种队形的各种结合产物。与此同时，战列步兵营也时常需要抽调兵力充当散兵，有时甚至得全体散开战斗。尽管如此，在那些有必要展开大规模散兵战的场合，特别是在起伏地形战斗和林地战斗中，法军依然更愿意将轻步兵率先投入散兵战。然而，与其说这表明轻步兵和战列步兵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功能差异，倒不如说轻步兵在时人眼中的地位已经略高于战列步兵。因此，几乎所有法军步兵都成了通用步兵。此外，法军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散兵战经验，还发展出使得散兵与密集队形步兵能够有效配合的若干战术原则。

许多观察者——包括法军的对手在内——都注意到法军散兵的高超战斗技能，意识到法军散兵相对于其他军队散兵的优势。
[40]

 从俄国军官留下的记载来看，法军散兵能够娴熟地利用灌木丛、巨石以及其他地物作为掩蔽物，而且即便身处掩蔽较少的地方，也会不断运动，以此阻止敌军瞄准射击。
[41]



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步兵也逐步掌握了一定的散兵战能力，然而，即便到了拿破仑战争之初，几乎所有国家的通用步兵发展程度都不如法国。实际上，法军以外的所有军队都相当明确地区分了战列步兵和轻步兵，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别虽然逐渐消失，但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战列步兵依然被当作几乎完全以密集队形投入战斗的部队，也几乎只能用于较为平坦开阔的地带。如果要从战列步兵中抽调散兵，这些散兵的主要用途就是掩护步兵主力免遭敌方散兵袭扰，也就是扮演相当被动的角色。

规模更大也更为主动的散兵战则由轻步兵和精选射手承担。某些军队拥有相当优秀的精选射手部队，他们能够出色地展开散兵战，但这些人的数目相对较少，并不能随时出现在步兵需要散兵的场合。某些军队拥有人数颇多的轻步兵，但这类轻步兵在兵源、装备、兵器和训练方面与战列步兵相差无几，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轻步兵，而且也时常作为普通的战列步兵投入战斗。军队在使用精选射手和轻步兵时通常会遵循18世纪的典型作战原则，也就是将他们配备到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当中，这导致战列步兵在大会战中往往完全没有散兵掩护，必要情况下还得从战列步兵中抽调部分人员投入散兵战。

缺乏散开队形训练和战斗经验的士兵往往不能有效地展开散兵战，这是因为他们在散兵线机动和瞄准射击方面的训练并不充分。此外，未经训练、经验不足的士兵在散兵战中往往会聚拢到一起，面对敌军火力时也不知道利用地物掩蔽，因而会蒙受惨重损失。英军第34步兵团的军官莫伊尔·谢勒（Moyle Sherer）提到过维多利亚（Vitoria，位于西班牙境内）会战（1813年6月21日）中发生的一幕，当时，谢勒奉命率领他的步兵连向苏维哈那-德阿拉瓦（Subijana de Álava）村推进。按照此人的说法，他确信敌军不会未经战斗便放弃这么重要的村落据点，因此，在迫近村庄的过程中，他认为敌军随时都有可能开火或反击。谢勒继续写道：

然而，村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倒是村子左边几百步以外的一片树林和高处的冲沟里充斥着法军轻步兵。我带着我的连迅速卷入了冲沟里的激烈散兵战，38名士兵里大约有11人非死即伤。英格兰人在散兵战中的表现不及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让英格兰士兵保持良好的延展队形、找到掩蔽物、审慎射击也的确相当艰难。我认为，军官在这种战斗中面临的危险要远大于战列线战斗。
[42]



这里显然应该将“战列线战斗”（line-fighting）这一术语理解成常见的密集队形。英军所说的“延展队形”（extended order）也是一种散开队形。
②

 如你所见，谢勒承认法军士兵在散兵战能力上优于英军。根据他的记载，大致可以判断出英军士兵倾向于在散兵战中挤在一起，在选择掩蔽物时也不那么细心，这导致他的连损失惨重。此外，谢勒的士兵要么没有瞄准射击，要么在射击时太过仓促。或许谢勒需要沿着散兵线走来走去，设法让士兵拉宽队形，找到更好的掩蔽物并加以利用以及仔细瞄准，所以导致他自己也时常遭到敌军火力威胁。应当注意到，第34步兵团当时已经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多年，也经历过数场会战，但该团士兵参与散兵战的概率可能还是比较低。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中，所有军队的步兵都能够抽调散兵赶赴大部队前方，不过，某些军队只会抽出相当有限的人员充当散兵，而且散兵也时常会出现经验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法军散兵依然经常遭遇其他军队散兵的抵抗，所以双方往往会不得不卷入散兵战。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特别是在1812年战局结束后，由于法军中的老兵数量急剧减少，又补入了大批几乎完全未经过训练的新兵，因此法军步兵质量显著降低。而那时反对拿破仑的联军步兵却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样一来，散兵间的战斗就会大体上打成平手。

如果双方散兵实力大体相当，那么只要双方都有机会增援、轮换一线部队，散兵间的正面交锋就往往会持续很久，而且也不能取得什么战果。当散兵遭遇敌方火力时，他们往往不愿离开掩蔽地点向前推进。散兵并不能坚守阵地，哪怕只是把一小队援军投入战斗，就有可能击退敌方散兵。
[43]

 在这种情况下，猛烈冲击就可以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解决手段，因为散开的士兵并不足以挡住快速推进的密集部队，托马-罗贝尔·比若（Thomas-Robert Bugeaud）在拿破仑战争中曾是一位步兵军官，后来成为法国元帅，他对这一现象解释如下：

散兵不可能拥有源自肘部触感和统一指挥的精神力量。每个散兵都是自己的指挥官，他所考虑到的只是本人的力量。他看到大群士兵向他挺进，觉得自己弱到无法再继续坚持，于是就会退下来。他的左右邻也是一样，并且又影响到他们的左右邻，后者既是无意识地仿效他们，也是因为害怕被截断，于是开始逃跑。他们跑到更远的后方才集结起来，重新射击。
[44]



然而，如果敌军以类似方式投入小股援军，这样一种小股部队局部冲击所取得的战果也可能会被轻易抹杀，所以，这种冲击战果的维持时间往往会相当短暂。从翼侧包抄敌军可能带来更具决定性的战果，但敌军也可以轻易地拉长散兵线乃至反过来从翼侧攻击展开包抄的部队。因此，如果双方散兵卷入战斗，就很难仅仅依靠散兵取得重大战果，而且即便取得战斗胜利，散兵战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样的散兵对战如果和会战整体任务无关，也不涉及密集队形部队的战斗，那就几乎无足轻重，而且战斗时间往往会太过漫长，还会造成毫无必要的伤亡和弹药消耗。此处可以再度摘引比若的观点：

这些散兵对射［tiraillements］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再没什么比这更愚蠢、更有害了。我们浪费弹药，使自己的人精疲力竭，却没有改善情况，于是往往在决定性时刻发现东西不够用。我特别强调这一时刻，是因为白白浪费弹药是我国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步兵最大的一个缺点。
[45]



按照比若的说法，只应当在步兵主力发起决定性冲击的前一刻投入散兵，而且如果敌军散兵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袭扰己方步兵，那就应当让密集队形步兵发起短促突击将其击退。尽管如此，比若还得承认，实战当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仍是双方散兵对战。

在某些军队中，除去战列步兵和轻步兵外，还存在并未装备常见的滑膛枪，而是装备线膛步枪或线膛马枪的专业化射手。这类装备线膛枪支的士兵可以单独编组成营，当然也可以成为轻步兵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每个轻步兵连中配备10—16名线膛枪兵。与滑膛枪相比，线膛枪在同等距离上的射击精度更高，但它更昂贵、更难操作而且装填耗时也更长。如果要让线膛枪尽可能地发挥杀伤力，就有必要把装药紧紧锁进枪膛里，并且还要让子弹充分契合膛线。出于这一目的，在使用线膛枪时就得采用分步装填：首先将称量好的火药倒入枪膛，然后将由浸油皮革或厚纸包裹的子弹塞入枪膛。这样的包覆弹和枪膛贴合得非常紧密，所以需要奋力将子弹推进去，有些军队甚至会用木槌把子弹送进去。即便对经验丰富的士兵来说，以这种方式装填线膛枪的耗时仍然大约相当于普通滑膛枪的两倍。

如果有必要与敌军展开近距离战斗——在这种战斗中，射速比准度更重要——装备线膛枪的士兵通常会使用普通子弹。从沙恩霍斯特在1810年进行的测试中可以看出，在使用普通子弹时，线膛枪就几乎彻底丧失了优势。测试使用的标靶是一块厚度为1寸的云杉木板，它高6尺（1.88米）、宽24尺（7.53米）。标靶中部自上而下涂有一道宽4尺（1.26米）的条纹。

10名来自普鲁士近卫猎兵营的士兵使用自己的兵器进行射击测试。他们排成一列，相邻两人间隔为一步，每名猎兵在每个距离上都打出10发包覆弹和10发普通子弹（每种子弹在每个距离上射击100发）。在使用包覆弹射击时，如果距离标靶为150步、200步，就完全由人力托举枪支，如果距离为300步、400步，那就得将线膛枪放在支架上射击。

如果使用包覆弹的测试者距离标靶为150步，射击总耗时就是18—26分钟（每次射击1.8—2.6分钟）；距离200步，耗时11—22分钟（每次射击1.1—2.2分钟）；距离300步、400步，耗时28—37分钟（每次射击2.8—3.7分钟）。如果是使用普通子弹，那么距离为150步时的总耗时为11—15分钟（每次射击1.1—1.5分钟）；距离200步，耗时7—13分钟（每次射击0.7—1.3分钟）。出于某种至今仍不能确定的原因，射击200步外标靶的耗时总要少于射击150步外标靶。

沙恩霍斯特也在相同条件下测试过普鲁士的1809年式滑膛步枪：同样的标靶，同样是每个距离上让10名士兵使用10发子弹射击。不论距离远近，滑膛步枪射击耗时都大体相同，基本都在5—8分钟之间（每次射击耗时0.5—0.8分钟）。结果如下所示（上方数字为小型标靶命中/击穿数目，下方数字为包括小型标靶在内的整块木靶命中/击穿数目，“—”意为并未记录数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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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见，如果射击者距离标靶为200步，使用包覆弹的线膛枪在射击小型标靶时的命中率可以高达滑膛枪的2倍多，但对于大型标靶而言，线膛枪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大了——事实上连1.5倍都不到。此外，线膛枪的射速只有滑膛枪的一半，也就是说两者在相同时间内射击小型标靶的杀伤力是大体相当的，而在射击大型标靶时，滑膛枪的杀伤力就会更强，不过其弹药消耗量也相对较高。当距离为300步时，线膛枪射击小型标靶的命中率几乎高达滑膛枪的8倍，即便换成大型标靶也可以达到2倍。如果让线膛枪改用普通子弹，那么在射击者距离标靶200步时，线膛枪射击小型标靶的命中率就只能略高于滑膛枪，换成大型标靶后更是命中率相当，但线膛枪的射速只有滑膛枪的三分之二。

因此，当射击者距离小型标靶超过150步或距离大型标靶超过200步时，线膛枪相对于滑膛枪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考虑到散兵在实战中的射击目标通常是隐蔽在地物后方的敌军散兵，那么针对这种非常小的目标，线膛枪或许在150步以内也能发挥出优势。显而易见的是，线膛枪在射击军官这样的个体目标和炮手这样的小队目标时同样更具杀伤力。

然而，在直面敌军火力的实战中，像焦虑这样的因素也会影响射击，它极大地妨碍了细心装填和精确瞄准，而且线膛枪兵距离敌军越近，面临的火力越猛烈，焦虑就变得越强，在这种情况下，线膛枪的优势就越发可疑了。显然，线膛枪只有在严谨能干、认真负责的士兵手中才能发挥威力，这些士兵还需要充分接受瞄准射击训练，并且冷静到即便在敌方火力下也能耐心地瞄准目标。

一些法国军官甚至认为线膛枪并不适合那些几乎纯粹以散开队形作战的射手。比如说，迪埃姆将军就告诉我们，他曾在1792年年底组建了一个自任营长的“自由营”（bataillon franc），而且这个营里的掷弹兵还装备了线膛枪。按照迪埃姆的说法，线膛枪只有第一次射击效果良好，因为当时使用的弹药是预先用木槌仔细装填进去的，而在打出第一颗子弹后，射手就开始太过匆忙地使用普通弹药，线膛枪相对于滑膛枪也就不再拥有优势。此外，在漫长、疲劳的战斗结束后，装备线膛枪的士兵还得连夜自行制备新子弹，因为步兵弹药箱里并没有适合线膛枪使用的子弹。迪埃姆还注意到线膛枪长度较短，所以就把一柄较长的直剑绑在枪身上取代常见的刺刀，但事实证明这种直剑并不可靠。结果，那些装备线膛枪的士兵在参战数月后就开始要求配发装备刺刀的常规滑膛枪。
[47]



然而，与其说拒绝线膛枪之举与枪支本身的缺陷有关，倒不如说与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伽桑狄认为，线膛枪一般而言并不适合法国人，只适合那些病夫和冷血杀手。
[48]

 不过，要求组建腾跃兵连的法令仍然表示这些连里的军官和军士需要装备线膛枪。
[49]



某些军队组建了由装备线膛步枪或马枪的专业射手组成的独立单位——比如说普军、奥军和某些德意志军队里的猎兵部队和英国的线膛枪兵部队——而且打算让这些单位以小股部队为单位参与散兵战。奥军的某些猎兵和轻步兵还装备了气动步枪和双管步枪（一根枪管为线膛，另一根为滑膛）。然而，最终线膛枪在拿破仑时代的绝大部分军队中依旧没有得到推广。不过，某些装备线膛枪的部队单位还是在拿破仑战争中有不错的发挥。当然，其中最有名的部队还是英军的第95团。

作为总结，这里应当再度指出散兵最重要的用途并不在于散兵战本身，而在于散兵与密集队形步兵间的良好配合。关于这一点，普鲁士的1812年步兵条令阐述得最为清楚：“步兵的战斗就是散兵与密集队形步兵间的相互支持。”
[50]

 19世纪初最默契的配合出现在法军中。实际上，所有法军步兵都能够以密集队形和散开队形战斗，许多军官、军士和士兵都拥有丰富的散兵战经验。

当法军发起进攻时，散兵会在步兵纵队前方行进、掩护纵队并为冲击进行火力准备。法军步兵的冲击，特别是第一轮冲击，往往会给敌军带来极大的影响。英军第85步兵团军官乔治·罗伯特·格莱格（George Robert Gleig）的看法就堪称其中的一个范例：

再没什么能够比法军的第一轮冲击更英勇、更猛烈了。他们先是缓慢、安静地前行一段时间，等到距离攻击地点仅有一两百码（大约90—180米）后，他们就会发出一声嘹亮、刺耳的吼叫，然后向前猛冲。此外，他们那极好的散兵［tirailleurs］群会在纵队行进途中提供保护，还会向前施压，这些散兵看起来处于十足的混乱之中，可又有种种英勇表现；他们的火力的确不算整齐有序，但射击速度极快也极为精准。就利用各类掩蔽物而言，他们在这一行里可以说能够与世界上任何一支轻型部队相媲美。
[51]



法军散兵也会在防御战特别是发生在起伏地形上和居民点里的防御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俄国军官兼军事理论家奥库涅夫认为，法军在散兵战方面经验丰富，而且相当擅长防守村落，就村落防御战而言，法军能力要远远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此外，他还根据个人体验指出法军在防守森林和隘口时的表现则要稍逊一筹。
[52]



在欧洲其他国家，大部分军队仍然相当明确地将步兵划分为战列步兵和轻步兵。在某些军队中，轻步兵与战列步兵的配合效果不佳。战列步兵只能承担它的主要职责，即便从步兵营里抽调散兵，其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扮演被动角色，也就是只是保护己方步兵营免遭敌方散兵袭扰。某些军队的轻步兵接受的训练与战列步兵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只是名义上的轻步兵。某些军队存在专业化的射手，但他们数量相对而言并不多。

某些军队中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战列步兵战斗原则的旧观点妨碍了散兵和密集队形步兵间的有效配合。18世纪的大部分军队里都盛行一种观点：防御中的战列步兵应当在敌军步兵大致进入步枪有效射程后开火，也就是说，在距离敌军200—300步时开火，这是为了在敌军迫近之前展开数次射击，而在冲击中，战列步兵必须在距离敌军50—200步时射击一轮或多轮。当这种观点形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散兵即便曾在大会战中得到过运用，其运用次数也极为稀少，可是，当所有军队都开始运用散兵后，这种观点仍旧存在。

按照这一观点，当双方步兵队形的正面距离缩短到大约300步时，战列步兵的将领和军官就会命令散兵从队形正前方撤出。而且如果步兵队形是营横队，那么散兵的撤退距离会更长，也就得更早地从队形正前方撤出。要是交战双方军官都认同这一观点，那么他们的战斗条件仍然是大体相同的。

可如果其中一方的散兵选择后撤，另一方的散兵却依然留在步兵队形前方，那么留在原地的散兵就得到了射击敌方密集队形的良好机会，而且散兵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反击。尽管散兵的射击时间不会很长，但他们因此有机会诱使敌方步兵早早地开火，导致敌军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即便散兵做不到这一点，敌军步兵在遭遇散兵射击时的火力也可能不如并未遭遇射击的时候：散兵的射击会导致密集队形中的士兵焦虑情绪骤增，导致他们竭力快速开火，无法展开瞄准，而且在第一轮射击结束后，士兵的装填动作也会变得过于匆忙和粗心。

如果并不遵从传统观点，当双方步兵队形的正面距离拉近到约有100—150步时，散兵就可以迅速进入己方战列步兵营间的横向间隔，让散兵完成这一动作甚至有可能都不用特地下令，因为散兵本身或许也不希望待在双方步兵的密集队形之间。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此前并未开火，此时既可以先在近距离打出第一轮齐射——也就是最具杀伤力的齐射——再发起刺刀冲击，也可以不发一枪立刻冲向已经被散兵火力打乱的敌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列步兵的这种战斗方式要比过去的方式更有效，因为只有在近距离展开第一轮射击时，步兵密集队形的火力才算是比较有杀伤力，此后的射击威力则要低得多。此外，密集队形在几轮射击过后就会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士兵喜欢继续开火，军官如果要想迫使士兵停止射击并转入冲击，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如果步兵以营纵队推进，而且散兵既机智又满怀热情，那么散兵与密集队形步兵间的配合就会变得相当有效：相对较窄的纵队正面和各纵队之间相对宽阔的横向间隔缩短了散兵退却所需时间，因此，散兵就可以在己方步兵营前方待得更久，也能够更接近敌军。位于间隔前方的散兵甚至根本不用后退，他们可以继续射击，吸引敌军步兵的部分火力，以便步兵主力向前推进，直至冲击结束为止。如果冲击取得胜利，散兵就可以立刻冲过去追击正在退却的敌军，如果冲击遭遇失败，散兵就要掩护主力部队退却。然而，散兵究竟能引开多少敌方火力？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若干不同观点。马尔蒙认为散兵“分割了敌军火力”，也就是说，他们将一部分敌军火力转移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53]

 普军于1815年颁发的一部教令则表示敌军通常会对准密集队形射击，而不会针对单兵目标。
[54]

 因此，就算散兵能够将一部分敌方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最终转移过来的可能也不是很多。

从上一章中提到的法军谢雷将军颁布的教令以及迪埃姆将军的建议、比若元帅的论证中可以看出，某些法国军官并不会选择召回散兵——至少在进攻中不会——散兵需要靠近敌军正面并展开速射。这种射击应当能够扰乱敌军士兵，诱使敌军过早开火，使得敌军无法瞄准。当步兵主力迫近敌军正面时，散兵就需要集结到各个步兵营之间留出的横向间隔里，但在集结过程中也不要停止射击（比若建议，如果散兵没有时间通过营与营的间隔退却，那就直接平卧在地上让步兵队列走到前面去）。
[55]

 或许，散兵和密集队形步兵间如此密切的配合正是法军步兵在冲击欧陆军队步兵——这些军队里的军官仍然遵照旧战术行事——时屡屡取胜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1808—1814年，英法两军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进行的诸多交战中，事实证明法军的冲击方式变得徒劳无功。这可能是源于英军迅速发展出了一套新战术，他们也开始使用大量散兵，而且当英军处于守势时，他们往往会把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放在山脊后方，因而能够避开法军的观察和炮击，也不至于在散兵袭扰下朝距离太远的目标射击。当法军步兵接近英军散兵并将其逐退后，列成密集队形的英军步兵或等待法军迫近，一直等到法军步兵进入步枪能发挥最大威力的距离为止，或稍稍向前推进，不给法军留出弄清楚战斗态势、采取应急措施的时间。然后，英军会打出一轮近距离齐射，再发起刺刀反冲击。某些场合下，法军会尝试在最后一刻将纵队展开成横队，但这种队形变换一般无法完成，因为英军并不会给法军留出足够的时间。

在拿破仑战争中，其他欧洲军队也逐步掌握了散兵与步兵主力间的协同作战原则。关于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统一教令同样相继出现，某些军队还把这样的教令纳入新步兵条令（以奥军和普军为例，它们分别在1807年和1812年条令中加入了相关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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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军骑兵与炮兵

18世纪的欧洲军队规模相对较小，在这些军队中，骑兵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占到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有时候的占比甚至比这还要高。法国革命军的数量增长主要体现在步兵方面，因为组建步兵要比组建骑兵和炮兵容易得多，后两个兵种开支巨大——它们需要铸造火炮，购买并养护马匹，而训练骑兵和炮兵还需要马具和漫长的时间。这样，步兵相对于骑兵和炮兵的比例就开始急剧上升。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法军骑兵质量骤降。时人认为这个兵种是最贵族化的兵种，也因为贵族军官的大规模流亡而损失最重。此外，就连让骑兵维持作战能力都需要在养护马匹、购买并训练新马填补缺口以及保养马具方面定期消耗大笔经费。即便在革命之前，法国也没有足够多的良马可以充当骑兵战马——它需要从国外购买相当多的马匹。革命初年的动乱和无法从外国进口马匹导致法军骑兵陷入了相当糟糕的处境，兵力也有所减少。法军根本没有办法快速解决这一问题。在1791—1792年的志愿兵中的确存在一些由富裕公民自费组建的骑兵部队，但他们的数量无足轻重。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逊于敌军骑兵，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若干德意志邦国都拥有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骑兵。缺乏火器迫使法国陆军部在1792年夏季下令将骑兵手中的步枪和马枪都转交给步兵。
[1]

 失去了远程火器后，骑兵在侦察、警戒方面就几乎毫无用处，因此也几乎不会承担这类作战任务。几乎所有骑兵——甚至包括重骑兵——都被分配给步兵师（由几个半旅组成，其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章展开探讨），每个师通常配备1—3个骑兵团。此外，某些军团还会设立预备骑兵，其规模一般来说不会很大——大约2—4个团。若米尼曾回忆他在1796年的莱茵军团中看到了名称浮夸的“预备骑兵”，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实力薄弱的旅，仅有1500名骑兵。
[2]



圣西尔表示，即便在1794年战局之初，莱茵军团的骑兵情况仍然很糟，兵员里有四分之三是新兵。
[3]

 根据圣西尔对1793—1796年诸战局中法军骑兵作战情况的描述，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军骑兵主要以团为单位单独行动，与步兵配合密切，有时甚至以个别中队为单位活动。而到了1796年，圣西尔已经能够列举法军骑兵成功冲击奥军骑兵的若干战例。
[4]



因此，法军骑兵在革命战争初年的诸多会战中实际上并未独立活动。法军骑兵称得上大规模集群作战的唯一战例就是维尔茨堡（Würzburg）会战（1796年9月3日），在这场会战中，茹尔当（Jourdan）将军麾下的重骑兵由博诺（Bonnaud）将军统一指挥，对卡尔大公麾下由利希滕施泰因（Liechtenstein）将军指挥的奥军骑兵发起了数次成功冲击。不过，在经历了多次冲击和反冲击后，法军骑兵最终还是彻底陷入混乱并撤出战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奥军在骑兵数量上拥有可观优势，这让他们能够留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队，在面对马匹已经疲惫、人员也出现混乱的法军骑兵时还可以投入生力军。
[5]



到了革命战争末期，法军骑兵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经验，与敌方骑兵差距已明显缩小。所有重骑兵都从主要由步兵组成的师中分离出来，编组成独立的骑兵师，一部分轻骑兵也是如此。拿破仑最终让骑兵与步兵师彻底分离。当军这个编制出现时，每个军都得到了一个轻骑兵旅（两三个团）或轻骑兵师（四五个团），余下的骑兵则组成了预备骑兵军——它下辖几个骑兵师（每个师包括五六个团）。

军官的流亡对炮兵影响最小，这一点与骑兵截然不同。时人认为骑兵是军队里最尊贵的兵种，因此，那些身份显赫、财产众多的贵族都尽可能地进入骑兵服役。在炮兵中服役就没有那么尊贵了，所以，炮兵军官主要是外省的穷贵族，而且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也有机会成为军官。尽管如此，在革命战争之初，炮兵的情况也不算好，这既是因为缺乏马匹，也是由于炮兵经验不足。

从1793年起，炮兵开始通过某种动员方式——从民间征用适于服役的马匹——获得马匹。车夫由志愿服役的人员组成，但他们仍然没有被视为军人——他们并没有武器，也不是炮兵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车夫事实上不用受到军队纪律的约束，即便在运输火炮时也不是炮兵连长的直接下属。

法军在革命战争刚刚打响时仍然沿用旧的组织体系，也就是说，野战炮（榴弹炮、12磅加农炮和8磅加农炮）会集中到所谓的“炮场”里，在会战开始前，各个师会分到一定数量——其具体数量取决于当时的态势——的火炮。会战结束后，火炮还要返回炮场。很快，法军就采用了新的组织体系，几乎所有野战炮都被固定分配到各个师，只有一小部分留作预备队。法军的炮兵连编制内此时有8门火炮（6门加农炮和2门榴弹炮）。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里，骑炮兵不仅出现在法军当中，还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792年1月，法军设立了2个骑炮连，4月已经增长到9个连，1793年2月则是20个连，同年夏季已是30个连，到了1794年夏季更是达到56个连。
[6]

 从某一时期开始，骑炮连编制内的火炮被定为6门（4门8磅加农炮和2门榴弹炮），但偶尔也会出现8门火炮的编制，甚至会配备12磅加农炮。骑炮兵的主力也被分配给各个师，另有一小部分留作预备队。
[7]



法军还拥有营属火炮，它是团属火炮的同义词：在革命战争爆发前，旧军队中的每个步兵营理论上都有2门4磅炮，到了1795年，这个比例则被下调到每个战列步兵营配备1门炮（每个半旅3门）。
[8]

 然而，并不是所有法军都拥有这样的火炮和足以运输火炮的马匹，有些战列步兵半旅并没有营属火炮，轻步兵半旅更是不用指望火炮。营属火炮理论上应当始终和它们所属的步兵营待在一起，但在实战中却时常分离。到了革命战争末期，多数法军部队已经不再使用营属火炮。

在革命战争初年的各次会战中，大部分火炮还是沿着战线正面大致均匀地散布开来，为步骑兵部队提供直接火力支援。这一时期的法军步兵训练匮乏、经验不足，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支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此时的炮兵仍然无法扮演重要角色。炮手需要接受步兵将领的指挥，这些将领并不了解火炮性能，在使用时对口径不加考虑，时常会命令炮兵在距离敌军过远时开火，也往往会使用炮兵压制敌方炮兵——这一般会导致漫长的火炮对射，消耗大量弹药却只能取得相对较小的战果。

统帅手中并没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预备队，也就不能在需要炮兵的场合及时加强某一地段的炮兵。结果，某些地段的炮兵几乎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可在最为重要的地段，炮兵又不足以击退敌方冲击或为己方的决定性冲击进行火力准备。真正能够将大量的火炮集中到前线某一重要地段的战例十分稀少。

拿破仑作为一名专业炮兵，早在他于1796年第一次以军团司令身份指挥战役时，就开始将野战炮以炮群的形式集中部署到有利于发扬火力的地段。拿破仑把一部分野战炮留在预备队中，而后在会战中的某个时刻让火炮迅速推进到某一地点，就地形成全新的炮群。完全出乎敌军意料的炮群和集中火力的轰击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战果。

获得最高权力后，拿破仑继续着手改革炮兵。步兵师中仅仅保留两个炮兵连（通常是一个步炮连和一个骑炮连，也可能是两个步炮连），重骑兵师中保留两个骑炮连，重炮则从各个师中剥离出来。一部分重炮被配备给步兵军，让每个军下辖两个重炮连，每个军还配有一位独立的炮兵将领或军官——军炮兵主任。所以，指挥炮兵的人不再是非专业的步兵将领，而是直接听命于军长的专业炮兵。每个步炮连下辖6门加农炮和2门榴弹炮，每个骑炮连下辖4门加农炮和2门榴弹炮。师属炮兵——不论是步炮兵还是骑炮兵——装备8磅加农炮（后来改成1803年引入的6磅加农炮），重炮兵则装备12磅加农炮。

另一部分重炮归属军团炮场，由统帅直接掌握。在拿破仑的军队中，炮场和近卫炮兵一道形成了强大的炮兵预备队，他会适时地将这支预备队投入战斗，为决定性冲击进行火力准备。不过，就像其他许多战术一样，这种战术也并非由拿破仑本人发明。

如前所述，法军炮兵在七年战争后采用了格里博瓦尔体系的火炮，与此前在法军中服役的火炮相比，该体系火炮在维持原有口径的情况下重量大为减轻，射速和准度也有所提升。格里博瓦尔还设计了新的前车和挽具。这些创新显著增强了炮兵的机动性——格里博瓦尔体系中的火炮尽管事实上使用的挽马数量较少，却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展开机动。

法国军事理论家也开始构思运用炮兵的新方式。吉贝尔认为炮兵装备的革新总体上是一种进步。
[9]

 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像七年战争中的俄军和奥军那样装备过多的火炮：太多的火炮削弱了部队的战略机动力和战术机动力。如果能够以成功的机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或攻击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那就不应当设立庞大的炮群并展开漫长的炮击，这只会告知敌军哪一地段将会受到威胁，让敌方有机会加强薄弱阵地。吉贝尔认为，如果一支军队拥有100个步兵营，那么配备150门火炮就已足够。此外，他还认为当时的炮场应当减少4磅炮的数量并增加大口径加农炮和榴弹炮数量，计划用火炮质量、机动能力和集中部署到战斗队形中的某一要点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10]

 吉贝尔为火炮在战场上的机动与展开设计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他推荐的步兵战法存在类似之处：让炮兵以单炮或双炮纵队行进，而后在利于发扬火力的地段展开成横队。
[11]



在吉贝尔看来，炮兵与步骑兵应当协同作战、互相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炮兵军官就必须熟悉步骑兵的机动，步骑兵军官也必须了解火炮的基本性能——特别是各种火炮的有效射程。吉贝尔认为炮群应当能够从阵地上以一定角度纵射敌军。这样的纵射威力比垂直于敌军战线的射击更强，此外，纵射中的炮群能够朝着邻近炮群的正面开火，也就是说各个炮群可以相互支援。炮兵不仅要杀伤整条正面战线上的敌军，而且要力求重创敌军战斗队形中的某些特定部分——那些利于己方部队发起冲击的部分。吉贝尔认为，不应当将许多火炮集中到一个规模庞大的炮群中——那会为敌军提供一个好靶子。最好还是设立几个邻近的炮群，但不要让它们位于同一条直线上，以免敌方在这条线上设立炮群并对上述所有炮群展开纵射。有人认为炮兵最好的阵地是高度远远超出所有射击对象的山顶，但吉贝尔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在他看来，最适合炮群的阵地应当是方圆300法寻（584.7米）、高15—20法尺（4.8—6.5米）的地面隆起。
[12]

 显然，他提到的是坡度平缓而且高度朝着敌军方向慢慢降低的小丘。

吉贝尔建议不要把炮群部署到会阻碍自身机动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要把火炮放到栅栏、沟渠、冲沟、沼泽或是坡度陡峭的高地前后。而且也不要过早且过度暴露地部署己方炮群，因为敌军既可以使用实力更为强大的炮群轰击该炮群，使其受到重创，也可以在便于压制该炮群的地方相应地部署炮群。应当为炮群找到侧翼至少有一座高一两尺的小高地的阵地——小高地可以作为炮兵阵地的掩蔽物，那会有助于保护炮手，使敌军难以观察火炮机动，让己方的射击变得更为精确。既不该把炮群放在己方步骑兵前方，也不要放在后方的高地上，这样的位置会让敌军同时拥有两个射击目标，将敌军火力吸引到步骑兵身上，而且如果步骑兵位于炮群后方，就会导致机动变得颇为困难，如果位于炮群前方，则会导致他们担心己方炮兵的火力，甚至会因为某些射失的炮弹而蒙受损失。大口径火炮应当集结成若干炮群，部署在能够保护己方关键阵地或轰击将要冲击的敌方阵地的位置上。小口径火炮则应当随时准备好快速赶赴需要加强炮兵的地段。一部分小口径火炮还可以与骑兵配合作战（吉贝尔时代的法军还没有骑炮兵）。
[13]



吉贝尔坚持认为军官应当了解各类炮弹的有效射程和杀伤力。根据他的说法，在七年战争中，他曾目睹过团属火炮（4磅加农炮）持续不断地射击3个小时之久，而由8磅加农炮组成的炮群在此期间却认为目标太过遥远，因而一弹未发。吉贝尔明确反对己方炮兵与敌方炮兵展开交火——他认为只有在没有其他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这么做。在他看来，炮兵的主要作战对象应当是敌方步骑兵。吉贝尔认为准确判断何时应当使用实心弹、何时应当使用霰弹的能力颇为重要，军官不应当受到霰弹总会更具杀伤力的偏见影响，不要在仍然远离敌军时过早地停止使用实心弹，转而使用霰弹。霰弹只有在平整、干燥、坚实的地面上才能对一定距离内的目标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如果距离较远，霰弹就会远远地偏离射击方向。如果地面并不平整、存在掩蔽物或是土质黏稠，霰弹的杀伤效力就会有所降低——霰弹会中途停下或减慢速度（也就是说，霰弹的弹丸并不会从地面上弹起，而是会陷在地里，或是虽然能够反弹但速度却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地方最好还是使用实心弹，因为实心弹偏离角度较小，能够较好地从地上反弹起来，即便无法命中敌军第一线也能够打到第二线，而且可以凭借飞行时的声响和造成的可怕创伤引发恐慌。
[14]



吉贝尔认为，炮兵军官应当非常小心地使用火炮，不要漫无目的地浪费弹药。最后，他相信炮兵不应当随意抛弃大炮，但同时也不要过度担心丢失大炮。步骑兵必须养成不轻易放弃火炮的习惯，将捍卫火炮视为自己的荣誉，因为这会让炮兵对掩护自己的步骑兵拥有信心。就炮兵而言，他们也必须习惯于大胆机动、勇猛前进、坚守战线，在射击最具决定性也最有杀伤力的时刻不要分心去判断自己是否得到步骑兵的协助，也不要在敌军攻入炮群之前就放弃火炮，因为最后一轮（近距离的）射击正是威力最为恐怖的射击。
[15]



值得注意的是，吉贝尔在评判炮兵的战地用途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炮兵军官的著作。他的某些观点与177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本法文小册子雷同，人们认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让·迪·皮热（Jean Du Puget）。
[16]



在吉贝尔的著作面世后，还有一些法国炮兵军官也为炮兵作战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中以泰伊（Teil）兄弟声名最为卓著。兄弟中年纪最小的让·迪·泰伊（Jean du Teil）在1778年出版了一本论述炮兵战时用途的著作。此人是拉费尔（La Fère）炮兵团里的一名军官，在1785年，还有一位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青年军官会前往该团服役。最年长的约瑟夫·迪·泰伊（Joseph du Teil）则执掌欧索讷（Auxonne）城——拉费尔团在1788年被派驻此地——的炮兵学校。后来，波拿巴在革命战争之初也曾接受让·迪·泰伊的指挥。

让·迪·泰伊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格里博瓦尔体系的推广使得法军炮兵机动力提高、射速加快。另一方面，虽然吉贝尔认为大量火炮会妨碍部队的机动，泰伊却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炮兵的机动力已经增强到不再妨碍步骑兵机动的程度，炮兵在战斗中也可以表现得更为活跃。
[17]

 但在其他各个方面，泰伊还是基本上赞同吉贝尔的看法，还多次复述他的观点。

泰伊指出，运用炮兵要基于以最佳方式分配火炮位置并指挥射击。炮兵必须和军队中的其他各个兵种紧密协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每个兵种的将领和军官都应当了解其他兵种的特性和能力。
[18]

 泰伊认为，火炮只有在射击500法寻（约975米）以内的目标时才有希望取得较好的战果：尽管12磅炮能够射击更远的目标，但这样的射击往往不够精准。
[19]

 应当注意到，吉贝尔也认为500法寻是12磅炮的最大有效射程。
[20]

 显然，这里提到的有效射程是敌军列成横队战斗队形时的情况，如果面对敌军的大规模纵深密集队形——比如说由多个营组成的战前预备纵队——那么火炮的有效射程还会有所上升。

当敌军展开成横队时，泰伊建议炮兵以一定角度发起纵射，当敌军步骑兵发起冲击时，炮兵就应当尽可能地从敌军翼侧开火。按照泰伊的看法，在面对敌方纵深队形时，从垂直于敌方战线的方向发起正面射击要比纵射更具杀伤力（他想到的是几个营前后相继形成的战前预备纵队，所以，当火炮正面开火时，实心弹就可以击穿整个纵队）。他也提到这个原则并非绝对不可变更，如果几个纵队相互平行地排列起来，那么较好的战斗方式就是让火炮以一定的角度展开射击，力求一次开火就命中两个乃至更多的纵队。火炮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射击当面的敌军，与此相反，它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战机打出交叉火力。
[21]

 泰伊建议，当步骑兵准备攻击某一地段时，就要增加针对该地段射击的火炮数量。如果某些炮群因敌方火力而蒙受损失，就应当使用其他炮群进行轮换，以免敌军发觉这一情况并加以利用——这会鼓舞敌军士气，也令己方陷入沮丧。
[22]

 泰伊建议在炮群中的各门火炮之间留出足够的间隔，这不仅是为了方便火炮机动，也是让炮群具备宽阔的正面（如果敌军炮群正面较宽，就可以运用纵射或交叉射击打击我方炮群，应当尽量避免这一情况）。
[23]



泰伊主张炮群指挥官一占领放列阵地就立刻上前实地侦察地形，发现可能被敌军用于迫近或掩蔽的不规则地形。此外也有必要在各个方向上尽量寻找适于炮群就位的新阵地。
[24]



泰伊建议不要让炮群过早进入放列阵地，以免暴露己方的主攻方向，炮群只应当在需要投入战斗时才就位。任何一块高地——哪怕是十分低矮的高地——都要加以利用，以此掩蔽炮群的正面和侧面，这会令缺乏经验、尚不熟悉战争的士兵增长信心，为炮兵提供保护，隐蔽机动路径，使火炮的射击更具威力。他认为，不应当立刻将所有能够投入战斗的火炮全部编组为炮群，而要留有一支预备队，以便适时增援前线炮群，也更便于火炮展开机动。如果将所有火炮同时投入战斗，敌军就会了解己方炮群的火炮数量，继而投入更多的火炮，从而占据上风。此外，适时隐蔽大口径火炮也是同样重要的做法。
[25]



按照泰伊的看法，炮群绝对不该展开齐射，各门火炮应当交替射击，这样就能够让火力连绵不断。这种做法能够让敌军无法估测炮群中的火炮数量——该数量往往会决定某一地段是否会成为主攻地段，将会遭到多少部队的冲击。步骑兵不应当部署在炮群前方或后方，这种部署会为敌军同时提供两个射击目标，将敌军的火力引向步骑兵方向，而且如果步骑兵位于炮群后方，还会妨碍步骑兵的机动。大口径火炮应当投入需要展开顽强抵抗或猛烈冲击的重要地段，它们应当选择能够尽可能久地坚持下来的阵地，也就是说，大口径火炮应当位于较为安全的地段，这是因为大口径火炮转移阵地的速度较慢，而小口径火炮则需要尽快地赶赴受到威胁的地段提供支援。大口径火炮要用于战斗队形中容易招致敌方进攻的薄弱地段——特别是两翼。炮兵必须与步骑兵紧密配合，他们一定要相互保护。
[26]



泰伊建议炮兵向敌方步骑兵开火，不要卷入与敌方炮兵的交火——这会导致浪费弹药。即便在交火中有可能摧毁敌军的部分炮群，那也算不上什么战果，或者说是效果甚微，因为赢得胜利的是步骑兵而非炮兵。炮兵的基本战术原则是让火力强度与目标的重要性相匹配，要节约弹药，将弹药用在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即便步骑兵抱怨炮兵中止射击，炮兵军官也不应当受到其他兵种军官的干扰。炮兵还有必要避免犯下射击速率过高、距离过长的错误，这只能取得微小的战果，而且会让敌军不再惧怕炮兵，变得更为大胆。
[27]



泰伊认为判断何时使用实心弹、何时使用霰弹的能力至关重要。炮兵不需要过早地停止使用实心弹（也就是说，炮兵不应当在距离敌军太远时改用霰弹）。炮兵应当了解各个弹种在不同战况下、不同地形上的杀伤效果。
[28]



泰伊认为炮兵和步兵需要相互保护。步骑兵应当将保护炮兵视为自己的荣耀。至于炮兵，他们必须大胆地展开机动，必须能够判断出它的火力在何时何地最具决定性、最有杀伤力。炮兵只有在敌军将要夺占火炮而且己方需要带走或破坏火炮时才可以放弃火炮，他们往往有必要利用这样的关键时刻，以最后一轮射击给敌军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以此震慑敌军，使其停止推进。
[29]



就这样，等到革命战争打响时，炮兵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理论基础已经在法国出现，而且法国也有不少熟悉这一理论的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其中一员。然而，在革命战争初期，法军炮兵的过时组织结构和经验不足的军团、师指挥官并没有为这一理论创造出用于实战的机会。就算波拿巴在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场、1799年的埃及战场和1800年的意大利战场指挥军团独立作战，由于军团中的火炮数量相对较少，他也不能将吉贝尔和泰伊的炮兵战术原则完全付诸实践。

尽管如此，波拿巴在1796—1797年间依然对他麾下军团的炮兵组织与战术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当波拿巴指挥意大利军团时，该军团的炮兵主任是奥古斯丁·莱斯皮纳斯（Augustin Lespinasse）将军，他在1800年出版了一部论述炮兵组织结构和作战用途的著作。该书指出，多数法军已经不再使用营属火炮。莱斯皮纳斯认为分配给各个师的火炮在战时应当与所属的师分离，将它们集中成大规模炮群，遵照统帅的决策进入对应阵地作战。

按照莱斯皮纳斯的说法，炮兵既不要位于步骑兵正前方，也不应该位于步骑兵的横向间隔中，因为沿着步骑兵战线正面分布的火炮所取得的战果远逊于地处特定位置的炮群。此外，位于步骑兵前方的火炮也会妨碍他们的机动，导致战线出现断裂——这是因为地形不可能处处相同。整条战线上的炮兵不可能做到全都跟随步骑兵行进，这就会迫使那些希望携带火炮行进的部队放慢速度。于是，战线上的某些地段就会因为火炮拖后腿而面临困境，由于各个组成部分运动参差不齐，无法相互协调，战线也会陷入撕裂和混乱，它在面临敌军时将会处于不利境地。如果步兵战线正面没有火炮，而是让一些组织良好的炮群为其提供支援，那就能够较好地维持战斗队形。

莱斯皮纳斯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了有关炮兵应当如何部署的若干战例。他给出的第一个例证是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会战（1796年8月5日），在这场会战中，法军在战线正面并未留有炮兵，而是仅仅在两翼分别设置了一个炮群：左翼是12门步炮，右翼是20门骑炮。炮群与战线正面形成了一定的夹角，因而能够斜向射击奥军的战线正面（见图23）。当奥军试图将右翼从G点延伸到I点时，莱斯皮纳斯从位于CA连线上的炮群中抽出数门火炮，使其沿着CK连线形成新的炮群。莱斯皮纳斯写道，如果奥军打算在另一翼展开同样的机动，即将左翼从H点延伸到F点，那么法军就有必要在右翼采取类似的相应举动，也就是从位于BD连线上的炮群中抽出数门火炮，将其沿着DE连线展开。不过，法军在实战中并不需要执行这一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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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卡斯蒂廖内会战中的军队部署方式（源自莱斯皮纳斯将军的著作）



	
	



	

AB.法军正面战线


	

CA.由12门步炮组成的法军炮群





	

BD.由20门骑炮组成的法军炮群


	

GH.奥军正面战线





	

IG.奥军企图延伸右翼


	

CK.从法军CA炮群中抽调若干火炮组成的新炮群






第二个战例则是横越塔利亚门托河，法军在这场战斗中同样没有在战线正面部署火炮，而是仅仅在左翼留下了12门火炮（既有步炮也有骑炮）莱斯皮纳斯则在右翼亲自指挥另外12门火炮。按照莱斯皮纳斯的说法，面对激流、深河和诸多岛屿、沙洲，塔利亚门托河畔的法军仍然维持了良好的战斗队形。与此相比，就算让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哪怕它仅有一个师——在和平时期的平整地面上演习，其队形也不可能好过此时的法军。因此，莱斯皮纳斯认为，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应当将炮兵部署在步兵两翼。他还提到波拿巴在某些场合仅仅将炮兵安排在一翼，也就是根据地形和敌军的分布情况将炮兵部署到左翼或右翼。

按照莱斯皮纳斯的说法，位于两翼的炮群能够吸引敌方炮兵火力——而敌军也无法同时轰击法军炮兵和步骑兵。在他看来，只有当军队的正面战线长到两翼炮群无法交叉射击时才应当设立中央炮群。在这种情况下，如图24所示，炮群将沿着KI连线和IL连线分布。莱斯皮纳斯将炮群比作棱堡——根据法国的著名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Sè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在17世纪发展出的防御体系原则，棱堡是要塞中的突出部分——将步兵和骑兵比作棱堡间的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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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军队正面战线较长时的炮群位置



	
	



	

AE与FB.法军正面战线的两部分


	

CA与BD.法军侧翼炮群





	

KI与IL.法军中央炮群


	

GH.敌军正面战线






应当注意到一点，只有在面对将火炮大致沿着战线正面均匀分布的敌军时——此时，敌军的炮群平行于敌方战线，也只能径直向前射击——让火炮在中央部分列成凸角队形的做法才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敌军在能够轰击法军KI连线炮群和IL连线炮群的地方设立多个强大炮群，展开纵射和交叉射击，法军炮群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莱斯皮纳斯指出某些法军将领和军官——甚至包括炮兵将领和军官在内——依然认为营属火炮颇为有用。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就营属火炮的缺陷说上几句。在他看来，就像任何一门部署在军队正面的火炮那样，营属火炮会妨碍步骑兵的机动，而且它们的火力也没有什么杀伤力。按照莱斯皮纳斯的说法，他曾效力于西比利牛斯军团（armée des Pyrénées occidentales）和意大利军团，这两个军团从未使用过营属火炮，但依然能够击败敌军。
[30]



因此，早在1796—1797年，波拿巴指挥的军队就已成功地运用了崭新的炮兵战术原则和战法——尽管其应用程度还颇为有限。后来，当拿破仑成为国家元首，能够组建拥有诸多火炮的庞大军队时，充分运用炮兵战术新原则的机会才出现在他面前。

应当指出一点：炮兵往往会以威胁到自身的敌军为主要射击对象，而且就连拿破仑也不能让炮兵消除这一自然倾向。法国制图学家兼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记录过拿破仑与随从人员在1816年6月24日的谈话：

他［拿破仑］说，当炮兵本身遭到敌方炮群轰击时，就永远都不可能让炮兵着手轰击［敌方］步兵集群。他幽默地指出，这是一种天生的怯懦，一种自我保护的暴烈天性。我们中的一位炮兵对这样的断言提出抗议。“然而情况就是如此。”皇帝继续说道，“你们会立刻保护自己，抗拒那些攻击你们的敌人，你们想要干掉他们，这样他们就没法干掉你们。你们时常会停止轰击［步兵］，这样敌人就可以忽略掉你们，转过头来对付［我方］步兵集群等，从会战角度来说，他们的价值和炮兵有着天壤之别。”
[31]



雅基诺·德·普雷勒指出炮兵很难遵守不与敌方炮兵卷入交火的原则，因为当己方步骑兵遭遇敌方炮兵轰击时，炮兵军官往往会出于自尊心，试图用步骑兵压制敌方炮兵火力，有些时候，步骑兵甚至会极力要求炮兵这么做。
[32]



如你所见，拿破仑麾下的法军炮兵在战斗中时常会停止射击敌方步骑兵集群，转而与敌方炮兵展开交火，又或是在敌方的猛烈炮火下停止射击，让敌军炮兵能够将火力转移到法军步骑兵身上。因此，炮兵在投入战斗后迟早会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所有军队的炮兵实际上都存在这种倾向，而且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不过拿破仑却发展出了一套能够让炮兵尽量发挥战斗力的方法。拉斯卡斯转述过拿破仑在1816年11月14日说的话：

他［拿破仑］补充说，当今的炮兵确实决定了军队和人民的命运；用炮弹战斗就像是挥拳格斗一般，会战也就像是攻城战一样，其战争艺术就在于将大量火力集中到一点。一旦混战［mêlée］开始，谁能够在敌军尚未发觉的情况下于某一点突然集结出乎敌军意料的庞大炮兵集群，谁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他说，这就是他的重大机密和伟大战术。
[33]



因此，如果要最有效地运用炮兵，就有必要只让一部分炮兵参与会战，将其余炮兵留在预备队中，直至关键时刻再投入使用。大部分炮兵在投入战斗后早晚会卷入与敌方炮兵的交火，将敌方炮兵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于是就有必要用尽可能少的己方火炮牵制尽可能多的敌方火炮。随后则要在适当的时机从预备队中抽出相当数量的火炮，突然在事先选定的某一地段建立庞大的炮群。这个炮群的作战目的在于集中火力打击敌方步骑兵，不仅要给敌军造成损失，也要使敌军陷入混乱，从而为己方步骑兵的决定性冲击进行火力准备。

这种战法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如果要成功运用它，炮兵将领就得秘密地迅速集结大量火炮，此外还需要炮兵具备相应的组织结构：炮兵应当编组成若干个大型炮群，由炮兵将领指挥，这些将领还要拥有足够的权力，以此抵制其他兵种的将领和军官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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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层组织与高级战术

除了基础战术的变革外，高层组织和高级战术也在革命战争中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线式战术时代，军队倾向于在较为开阔平整的地带以近乎连绵不断的战线交战。双方颇为缓慢地相互迫近，起初以野战炮对射，而后让步兵和团属火炮相向而行，以枪炮展开近距离交火，骑兵则要从侧翼发起冲击。当时的军队人数仍然不算很多，通常只有几万人参与交战，因此军队战线的正面也不算很宽。时人偏爱的战术就是包抄敌军一翼。会战的持续时间也不算很长，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有些时候会十分血腥——全体参战人员中有20％—25％战死或负伤的情况并不罕见。

会战往往以极具决定性的方式告终：其中一方会被击败，继而在一片混乱中撤出战场或逃离战场。然而，即便某一方能在会战中取得完胜，这一胜利也很难带来重大战略成果，这是因为胜利方的军队要么迫于周遭环境无法追击已经败退的敌军，要么就蓄意避免长途追击敌军——他们害怕自己的部队彻底陷入混乱。因此，失败方往往能够在邻近的己方要塞保护下相对平稳地展开退却。

革命战争时期的典型会战则呈现出与此大相径庭的情况：拥有兵力优势的法军分布在宽大的正面上。法军以极大的热情发起第一轮冲击，他们会高唱爱国革命歌曲并大声呼喊。然而，这样的冲击并不总能带来胜利，反倒时常会以彻底失利告终，法军的前线部队往往会在一片混乱中退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收拢溃兵，让他们恢复秩序并重新投入战斗，在此期间会有其他部队前来接手战事。尽管如此，法军步兵通常还是能够成功地迫近敌军并展开交火。

法军的对手则要么停在原地迎击，要么缓慢地向前推进，试图击退当面的法军。这些军队在较为有利的情况下，在确信法军不足以挡住他们那训练有素的步兵和质量优异的骑兵时，也会发起猛烈冲击，这样的冲击往往会取得成功，小规模战斗中尤其如此。但也不是总能取得胜利：通常情况下，冲击只能迫使法军前线部队退却或逃跑，但它也同样会导致反法联军的队形或多或少地陷入混乱，这种情况在起伏地带的交战中出现得尤为频繁。随后，联军就需要停下来重整队形，于是，法军就有机会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继续与联军展开交战，同时还能收拢退却的部队，使其恢复秩序。

法军前线部队的活力与激情会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人以自己负伤、帮助运输伤员或缺乏弹药为借口退往后方。此后，如果法军在后方还有其他部队，就会让这些部队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投入战斗。使用预备队——也就是一直留到适当时刻才投入战斗的部队——成为法军战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军很快就确信他们的部队在会战中并不能仅仅依靠冲击打垮敌军，也不能在交火中将其击败，反倒会随着交火的持续而迅速陷入混乱，因此，法军早晚要用新锐部队替换这些部队。因为法军通常拥有数量优势，所以他们开始留出大量兵力充当预备队。渐渐的，预备队不仅会用于替换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前线部队，而且也会发动决定性的打击。

法军不时会发动局部攻击，希望以此夺取要点，因此战场上的某些地段会发生激战，冲击与反冲击飞快地交替出现，其他地段却只有炮兵和散兵在交火。有些战斗甚至是以争夺孤立要塞、居民点或高地的形式出现。会战中也存在一些间歇，双方会在此期间重整队形，重新编组部队。战斗损失和疲乏会导致部队的体力、凝聚力和稳定性逐渐消退，而法军的对手则往往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去满足多次轮换前线部队的需求。

如果某一方的统帅认为自己不但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要面临己方部队秩序全无的风险，或者某一地段的战况已经恶化到将要影响邻近地段的地步，或者己方丢失了某一重要据点且无力夺回，又或是某一侧翼面临太过严峻的威胁，那么统帅就会做出放弃战场并退却的决定。如果另一方依然能够发起一轮决定性的攻势，他们就会对退却中的敌军发动最后一轮冲击或追击，但胜利方往往并不具备足够的兵力和决心。正如《欧洲诸国军队在当前战争中的军事特性》一书的匿名作者所述：

法军意识到他们无法以正规方式作战，［于是］就竭力让战争沦为大规模的据点争夺战……［他们］让会战变成了攻击若干特定据点，有时甚至是攻击某一［据点］。法军的旅交替轮换，让新锐部队替换那些已被击退的部队，最终成功夺占据点，而奥军也完成了漂亮的退却。
[1]



于是，会战就在宽大正面上进行。一般而言，它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几场独立战斗，每两场邻近战斗的发生地点都相隔一定距离。大会战的持续时间也大为增长，有的时候会长达两个白天之久——夜间则是休整时间。这些会战并不算特别血腥，法军及其对手的实际战斗伤亡数量——也就是不考虑被俘和逃亡的人员，仅仅计算战死和负伤人数——通常只占到参战总兵力的几个百分点，很少能超过10％（当然，在战况最为激烈的地段，部队的伤亡比例会显著增高）。

会战的结果往往并不具备决定性——后撤的一方在交战中并没有被打败，之所以后撤只是因为它的统帅认为继续作战太过危险。与此前时代相同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也几乎没有持续追击敌军的情况——即便在取得会战胜利后也很少如此。在会战结束时，胜利方的部队往往会筋疲力尽，出现混乱现象，指挥官也往往无法控制分散在广阔起伏地带上的部队，因此通常只会满足于敌军退却的结果。此外，法军的骑兵数量相对较少，而且质量也不高。

会战时间之所以会大大延长，其原因还是在于法军的冲击总体而言效果不佳，但又往往拥有足够多的部队，可以在最为重要的地段展开轮换。会战空间之所以也会有所增长，部分原因则在于参战兵力大为增长的事实。其他重要原因还包括军队的机动条件和宿营地点发生了显著变化。线式战术时代军队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距离敌军都很近，近到需要随时准备好迅速列成作战序列的程度。因此，各个团在行军中需要列成行军纵队，每个团的宿营位置也与它在军队作战序列中的位置相同。如果距离敌军不远，军队就要分成几个横向间隔很近的纵队行军，并且集中起来宿营，营帐的排列情况也要正好与战列线相同。

因此，行军纵队可以迅速列成战前预备纵队，继而展开成横队，即便是宿营中的军队，也只要让士兵离开营帐并在前方列队就够了，军队的整体战斗队形就是这样形成的。简而言之，军队在靠近敌军的情况下几乎就像一个整体那样非常密集地行军、宿营。这种做法虽然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却也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军队实力越强、规模越大，这种缺陷就越明显：庞大的军队会列成非常漫长的行军纵队，它后方还有载运帐篷和食物的庞大车队，因此很难找到既便于扎营，同时又适于在敌军进攻时列队抵抗的地点。

法国革命军的数量非常庞大，可是却没有营帐，车队规模也相对较小，而且法军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在境外的攻势作战中——并没有组织良好的食物供应体系。这些客观条件迫使法军从当地居民手中征收食物并在居民房屋里舍营，而且由于室内空间往往不够，法军时常需要露营，也就是住在由各种可用材料匆忙搭成的棚屋里。为了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行军途中，法军不得不让部队在宽大正面上散开。这种情况下，法军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根据旧时的原则列成战斗队形（让几个邻近纵队列成同一个战斗队形）了，于是就需要将军队分成数目较多的单位，这些单位要做到独立行军、宿营，因此也就应该能够在必要情况下独立战斗。

18世纪的军队中并没有团以上的固定单位。和平时期的团住在兵营或“寓所”——当地居民的房屋——里。一位督察或将领会统一管理位于同一地区的团，因此，这些团就组成了一个“督察区”（инспекцию
 ）或“军区”（дивизию
 ，该词词源为division，它在欧洲语言中与由两个排组成的分营是同一个词）。然而，军队的战时编制却与平时编制大相径庭。军队的战斗队形通常由两条主战线、前卫部队和预备队组成。步兵是战斗队形的根基，骑兵则位于两翼或一翼。每条战线上的团都要论资排辈，也就是根据其建团年份早晚排列，资格最老的团位于最右边，它左侧是资格第二老的团，以此类推……

位于同一条战线的相邻团会编组成旅，每个旅包括2—3个团。在规模较大的军队中，两条主战线上的步兵通常会分成两三个部分——中央和两翼，某些军队会把这些部分称作师。这些单位在战役期间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它们并没有固定的指挥官，负责指挥的将领也可能在不同场合得到不同的部队。这些单位实际上并不具备独立性，因为它们要么是仅仅携带团属火炮的步兵，要么只是骑兵，都不配备野战火炮，于是就无法成功地独立作战。从主力部队中剥离出来独立行动的分遣队也只是在必要情况下才会组建，而且不论这类分遣队执行何种任务，它们都是临时单位，一旦与主力部队会合，下属各团就会返回它们在整体战斗队形中的位置。
[2]

 因此，在18世纪的军队中，战时编制与平时编制存在重大差异，也没有哪一个固定编制的单位能够遂行独立作战任务。

军队在行军和进入战场途中——也就是列成整体战斗队形之前——会分成几个纵队行进。究竟要分出多少个纵队？每个纵队又包括哪些部队？这些问题通常要在战斗打响前不久才会定下来。给各个纵队分配步兵时有两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是把所有将要进入第一线的步兵编组成一个纵队，所有将要进入第二线的步兵也编组成一个纵队；第二种则是让所有预定进入右翼的步兵组成一个纵队，所有预定进入左翼的步兵也组成一个纵队。至于骑兵，将要进入左翼的全体骑兵会编组成一个纵队，将要进入右翼的全体骑兵也会编组成一个纵队，不过，如果其中一翼的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也就是所有骑兵都要位于一翼，那么骑兵就要像步兵一样划分成若干纵队。图25展示了军队分成数个纵队后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该示意图出自普鲁士将领恩斯特·海因里希·冯·采特里茨（Ernst Heinrich von Czetteritz）著作的英文译本（1800年出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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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军队的转移行军



A.列成战斗队形的军队

B.骑兵在行军中列成纵队

C.步兵在行军中列成纵队

D.作为纵队后部的预备队

E.随同军队行进的辎重队

F.分配给步兵旅的炮兵

G.在军队侧翼行进的龙骑兵和骠骑兵

H.前卫部队中的骠骑兵，他们配属于军需总监部门，正在与敌军前卫交战

I.支援骠骑兵的龙骑兵

K.跟随军需总监部门的部队，他们在接到骠骑兵发来的敌军行军状况后已经列队备战

L.各个旅得知敌军推进状况后在行军中列成战斗队形

M.龙骑兵和骠骑兵完成行军途中保护全军侧翼的任务后就在两翼列成战斗队形，并与骑兵战线保持齐平

数字代表了各个旅的宿营、行军次序


奥地利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法军不止一次地确信自己在机动方面弱于普军：他们在将大部队从战前预备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时遭遇了极大的困难，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法军尝试将军队分成多个组成情况大体稳定的单位，希望以此解决这一问题。法军中的这些单位也被称作师（division）。

1760年战局开始前，法军的某个军团将它的所有步兵分成4个师，骑兵则分成2个师。在战前预备队形中，每个师都需要均分成2个纵队，其中一个计划列成第一线，另一个计划列成第二线。所有纵队都需要让先头部队齐头并进，而且还要在各个纵队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让每个纵队都能够展开成横队，继而列成标准的战斗队形：位于中央的步兵列成两条前后相距几百步的战线，战线中的所有步兵师都左右相继，而步兵两翼还各有一个骑兵师。此外，军团在整场战局期间的战斗序列也应当尽可能地保持稳定。这种做法在此后数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法军的某一份教令给师规定了明确的内部指挥架构，每个步兵师所能得到的野战火炮数目也开始不断增长（最高可达8门）。

因此，被称作“师”的单位要在七年战争时期才第一次成为大体上标准化的固定战时单位。将军团划分为若干个师的做法使得部队能够更快地由战前预备纵队列成战斗队形，由于纵队数量有所上升，每个纵队的人数就相对较少，长度也随之下降。由于每个纵队的组成都较为稳定，每个团也都始终占据同一位置，于是每个纵队就都可以快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然而，这也导致军团总部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说它在从前只需要为三四个纵队选择行军路线并让它们以非常小的间隔行进的话，那么它此时就得为6个乃至更多的纵队拟定行军路线，而且最好还得让所有纵队同时抵达展开地点并维持严格的间隔，因为只有所有纵队全体展开，才能让军团列成整体战斗队形。因此，军团总部需要非常精确地计算所有纵队的机动情况，并对各个纵队加以协调，这种工作并不算简单——对大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左翼纵队和右翼纵队的间隔可能会非常大。

这样的师仍然不算是独立单位，只是被视为从军团中划分出来的大致固定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让部队分成多个独立纵队展开机动，继而列成战斗队形。如果有必要建立独立于军团主力部队作战的分遣队，那么就仍然得组建临时单位，也就是从不同的师中抽出若干个步兵团和骑兵团并配备野战炮。当分遣队完成既定任务并与主力部队会合后，这些团还要返回原先所属的师。师编制在七年战争结束后并没有保留下来，军队在和平时期的组织结构依然与战时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师的理念已经在军事理论中牢牢确立起来，尤为重要的是，吉贝尔在他的著作中使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军队应当分成多个纵队迫近敌军，而且要尽可能久地掩盖真正的攻击方向，而后突然展开成战斗队形，抓住敌军未能及时做出反应的机遇展开近战。为了完成这一机动，军队就必须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规模纵队。不过，吉贝尔仍然没有把师视为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依旧认为它只是列成整体战斗队形之前的机动单位。

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设有固定的地方军区（division militaire），它下辖和平时期驻扎在某一特定地区内的各支部队，它们理论上要在战时编组成野战部队。军区在法国大革命后虽然被废除，但共和国政府也创立了取代它们的类似建制，不过，这些建制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革命军在编组部队时使用了其他方式：各省分别组建部队，然后将它们送往各个军团。

于是，在革命战争伊始之际，将每个军团分成数个大体固定的单位的理念早已在法国牢牢扎根。根据1792年4月5日颁布的《步兵临时勤务条令》，在前卫部队、预备队和炮场之外，军团需要分成6个纵队（4个步兵纵队和2个骑兵纵队）行进，某些场合下也可以分成4个纵队（骑兵被分配给各个步兵纵队）。
[4]

 相应的，革命战争初年的军团则会分成中央和左右两翼，也可能是直接分成左右两翼（这些部分也要各自分成两条战线），此外还设有前卫部队和预备队。
[5]

 然而，考虑到军团的规模相当大，这样一种划分并不够用，它很快就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做法，失去了真正的战术意义。

军团司令们在实践中则会根据现有作战任务和个人想法组建部队单位。这些单位的名称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旅、师、军、翼、纵队、前卫部队、预备队乃至营地（正在训练、组建的部队所驻扎的营地）。上述单位的兵力和具体组成情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某一单位内部的变迁也会很大，而且它们在多数时候都是临时性的。
[6]



法军在1793年初规定了师的标准编制：两个半旅编成一个旅，两个旅编成一个师。然而，师的编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小不一，而且并不总会遵循已经确立的原则。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会立刻编成师，在许多军团里，除了师之外，独立纵队、前卫部队、预备队、营地以及独立旅这些编制都维持了一定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师拥有多种多样的编制：步兵师可能会下辖3—6个步兵半旅，有的师拥有为数不少却往往口径不一的野战火炮，而有的师可能根本就没有野战火炮，只有一些配备给战列步兵半旅的营属火炮。同样还有许多师由骑兵组成，不同的骑兵师在数量上也是天差地别：少则数个中队，多则3个团。师的兵力通常为5000—20000人，但大部分师的兵力范围还是7000—14000人。师编制得到了逐步发展，到了1794年年底已经变得较为完备，不过，同一军团中的各个师在兵力和组成上仍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7]



这样，每个军团都由若干个师组成，这些师往往会合并成由2—5个师组成的集群，其中的某一位师长还要兼任整个集群的指挥官。这些集群的名称往往会源于其对应的战场位置，也就是会以中央、左翼、右翼等旧称命名，它们将成为日后的“军”的先驱〔军（corps d’armée）这一名称早已存在，但它原先指的是除去前卫部队、预备队和其他各个独立分遣队之外的主力军〕。

在师属炮兵之外，许多军团还设有独立的炮场。如前所述，有的军团也拥有规模较小的预备骑兵。这些部队由军团司令直接掌握。后来，某些军团司令渐渐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从师中剥离出来，将这些骑兵编组成独立的骑兵师。这就是法军在1794—1799年间的军团组织结构。

师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进入战场参与战斗。不过，邻近的师虽然有必要协同作战，但并不需要严格保持齐平并组成连续战线：步兵的侧翼已经不再像线式战术时代那样脆弱，因为每个师都可以让位于侧翼的步兵营列成纵队或方阵，从而快速转向受到威胁的方向。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让整个步兵师集体变换正面，迅速面朝能够应对敌军的方向。

于是，为了方便大部队在战区内展开机动并直接投入战斗，法军重拾了将军团划分成若干个较为齐整的固定单位——师——的主张。这一主张早在革命前就已出现在法国，因为当时的法军在列成战斗队形的速度上慢于敌军——特别是普军，使用师的目的就在于减少军队展开成战斗队形所需的时间。

对法国革命军而言，战斗队形展开缓慢的问题甚至比革命前的法军更为严重，这既是因为部队训练不足，也是因为军队规模庞大。实战状况的压力迫使各个师不仅变成了较为固定的单位，也使它们实质上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师通常会包括所有主要兵种——当然也包含了骑兵——因此能够在与其他师隔绝的情况下坚持独立战斗。就算一个被孤立的师面对着兵力上占据优势的敌军，可如果它能够娴熟地利用居民点、各类障碍物和其他地形地物——这是法军新战术的典型特征——也可以坚持几个小时乃至一整天。

随着军团中的师变成了相对独立、固定的单位，法军就能够更有效地在战区内指挥大兵团运动、作战。如果需要从军团中抽出一支旨在独立遂行任务的分遣队，那么法军也无须为此临时组建部队并改动军队作战序列——直接抽出某个师便已足够，此外至多只需要再给该师加强一些骑兵和炮兵。

总指挥和他的总部在战前无须处理给各个战前预备纵队分配团和火炮的琐碎问题，也不用给这些纵队起草过于细致的行进计划——在理想情况下，线式战术时代的每个纵队都要严格遵照计划规定的队形，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地点，以便让所有纵队同时展开，形成绵亘的正面，同时还要让全体步骑兵分成2—3条战线，野战火炮也进入有利于开火的放列阵地。

对法军的总指挥而言，他只用给各位师长分派占领某一地段或某一据点的任务就够了。这并不意味着法军的师不用配合作战——相邻的师还是得大致同时抵达战场，而且各个师进入战场的时间也不应相隔太久，以免被敌军各个击破。不过，由于每个师都是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而且即便在面对敌军的优势兵力时也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法军就无须像线式战术时代要求各个战前预备纵队协同行动那样对各个师的配合作战提出高度严格的要求。

法军在战前机动和战地机动中的灵活性因此大为提升。线式战术时代的军队需要在战斗打响前分成多个纵队行军，这些纵队还得遵照事先定下的行军路线，维持一定的横向间隔，步兵和骑兵通常不会在道路上行进，而是直接越野行军，这是因为很少有地方会有几条相互平行并恰好保持一定距离的道路。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只有一条道路能够让重炮行进，于是整支军队只能以缓慢的速度行军。如果此时需要对行军方向进行重大调整，比如说敌军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运动或前方出现了未知路障，使得军队有必要在不同于预定方向的地方展开队形，考虑到战前预备纵队只能严格遵照原先规定的队形和方向展开，这种调整就很难完成。

在创建了独立作战的师后，这些不便之处便被消除了：由于每个师都能够迅速机动并转入正确方向，军团就可以沿着几条相去甚远的道路进抵战场，也能够在任何地点列成面朝任何方向的战斗队形。线式战术时代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前预备纵队都需要让部队占据全军战斗队形中的某一个特定位置，但在这时，不论师最终出现在左翼还是右翼、主战线还是预备队，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此外，法军也不再迫切需要让所有部队都在战前合兵一处——几个师就足以打响一场会战，其他的师纵然不能在开战时投入战斗，也可以在后来充当预备队或攻击敌军侧翼（然而，这些师仍然需要及时抵达战场，也就是说，要在敌军以优势兵力打垮最初参战的几个师之前进入战场）。

因此，法军就有可能让分散在战区里的部队以相对较快且较为容易的方式做好战斗准备，迫使敌军接受会战也变得更容易——法军没有必要花费时间集中所有兵力再将他们列成整体战斗队形，从而给敌军留出退却的时间，法军只用将兵力集结到能够展开会战并坚持到其余部队前来增援的程度，就足以发起会战。不过，这样一种配合方式并非源自法军将领的计划，它起初纯粹是出于巧合，而且始终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线式战术时代的军队几乎完全由绵亘、平直的战线组成，这样的战线要作为一个整体投入战斗。作战序列早在战前就已决定，指挥队形中各个单位的将领只用负责执行统帅制订的计划。但将领们得确保自己手中部队的队形，在战斗中也要维持队形并与友邻部队保持连续、齐平，所以，他们几乎无法独立做出决断。在列成线式队形的军队中，不论是队形里的哪一部分，其指挥官都很难表现出主动性和独立意识，因为任何没有得到其他部队配合的举动都可能导致他的部队偏离整体战斗队形，导致这支部队得不到翼侧的保护和后方的支援。如果想要让队形一翼向前推进，另一翼仍然留在后方，就有必要使用梯次队形（梯队），但这种做法同样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线式时代的骑兵将领多少会更独立一些，而且他们时常必须独立决定冲击时间和方向。然而，骑兵将领的独立性也相当有限。

线式战术时代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步兵通常各设一位指挥官，前后两线之间的联系也很少：每一条战线都几乎是一个独立个体，它们都直属于统帅。第二线的作战意图一是保护第一线后方，二是当第一线某些地段的营丧失战斗力时从第二线抽调部队加以轮换。第二线的步兵营数量往往要少于第一线。

在线式战术时代，预备队有时并不存在，有时即便存在规模也不大，它的兵力往往要弱于第二线。某些时候，预备队只是留在后方的一支小规模分遣队，其作战意图是在全线失利时掩护战败的主力部队退却。如果预备队凑巧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那也不过是前往某一地段，而后代替战线中某些丧失了战斗力的营投入战斗而已。即便预备队拥有可观的兵力，它也无法发动决定性的一击，这是因为在线式战术中，让生力军直接从后方投入战斗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这么做就得让预备队的各个步兵营穿过其他战线展开成一条新的战线，还会导致某些部队在敌军火力下变换队形，这不仅艰难，而且还颇有风险。一般来说，如果要将后方战线或预备队投入战斗，就得先把已经精疲力竭的前线部队撤下来。这样一来，敌军就有时间去重整部队。出于上述原因，从后方抽调部队增强一线兵力或适时发起新的攻势就显得颇为困难。由于预备队往往也要在展开成营横队后组成战线，让预备队进入一翼同样会耗费很多时间。

在线式战术时代的战斗中，作战任务主要落在第一线部队身上，他们的实力通常要远强于第二线：第一线往往由最优秀的部队组成，而且步兵营的数量也多于第二线。在第一线投入战斗后，再想改变攻击方向就很难了，因为这需要沿着另一个方向重新排列战斗队形，即便在敌军完全不摆出主动姿态的情况下，要冒着敌军火力执行改变方向所需的队形变换也相当困难。一般而言，当第一线部队投入战斗后，统帅至多只能做到及时使用第二线部队和预备队替换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第一线部队，以此维持一线的完整战斗队形。

法国革命军的军团司令们却能够根据地形、战斗态势和自己的作战计划让手中的师配合作战：比如说用少数部队占据某些地段，将多数部队集中到最重要的地段；又或是在某些地段向前推进，其他地段则着手迟滞敌军等等。通常情况下，法军会让几个师组成一条战线，另外一个或多个师则充当预备队，在军团司令认为有必要将其投入战斗时才会参战。

每个师的师长都负责自己的地段，他可以根据具体任务，凭借自己的战术观和作战经验，再结合地形地物和敌军行动独立决定该师的战斗队形、投入方向和参战时间。法军的师长当然也得和友邻部队的师长协作，但他不需要让自己的师和那些师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平直战线，因为师长依靠自己的步兵——以及炮兵和骑兵——就可以掩护侧翼、利用某些地物并列出各种队形。

某个师占据的地段宽度通常能够让该师的步兵列成两条战线。有的时候师也会前后相继，每个师列成一条战线——这种情况出现在部队直接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的时候，所以各个师就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战场。
[8]

 根据18世纪70年代起草的教令——这些教令在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多次再版——战线间的前后距离一般是300步（195—200米）。
[9]

 如你所见，师的战斗队形在外表上和线式战术时代的步兵队形颇为相似，但这种相似仅仅存在于表面。

根据新的战术原则，第二线部队与第一线的关系要比线式战术时代密切得多：第二线不再是一个独立实体，也不再拥有直属于总指挥的独立指挥官——每个地段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都由同一位师长指挥。
[10]

 第二线步兵为第一线提供直接支援，这两条战线都需要紧密协作。
[11]

 师长本人可以沿着战线分配自己麾下的步兵营，根据地形地物和战斗情况决定前后两条战线之间留出多少距离，还能够亲自指挥第二线部队以全部或部分兵力增援第一线或轮换第一线的部分步兵营。

两条战线里的步兵营在进攻中都可以列成纵队，在防御中也都可以列成横队。

第一、第二线步兵的紧密协作为法军提供了可观的优势，因为它的对手仍然根据旧战术原则行事，这导致前后两条战线由不同的指挥官负责，妨碍了战线间的配合。而根据新的战术原则，步兵在冲击时会列成营纵队，第一、第二线间的前后距离在冲击前会从平时常用的300步减少到150步。法军会在冲击前针对相应的敌军地段投入猛烈火力。参与冲击的第一线部队前方还会配备散兵，而且散兵数量也会在冲击前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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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步兵师的多种战斗队形之一

散兵首先要驱逐可能存在的敌方散兵，然后尽可能地接近敌军第一线步兵并开火。接下来，第一线冲击部队穿过散兵线，以快步径直冲向敌军。如果他们无法迫使敌军退却，法军将领就可以立刻将第二线的步兵营投入冲击。依靠散兵和两条步兵战线的紧密配合，法军就可以迫使敌军第一线步兵在第二线能够有所作为之前就退却或溃逃，这是因为敌军的两条战线由不同将领指挥，而且相隔了整整300步。此后，敌军的第二线步兵也可能蒙受相同的命运。

迪埃姆将军指出，他曾目睹过列成营纵队的法军步兵摆出两条交错战线，并将散兵部署在前方。迪埃姆主张这样的战斗队形是绝大部分场合下的最佳选择，他还对法军步兵表达了高度信任，认为如果能够让炮兵进入良好的放列阵地并提供火力支援，以这种队形坚定前进的法军步兵甚至能够突破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军步兵。根据他的说法，在卡尔迪耶罗（Caldiero，位于北意大利）会战（1805年10月30日）中，他曾亲率三四个列成梯队或交错队形的营密集纵队冲击奥军并将其击退，有些时候，他还指挥部队增援已被奥军击退的法军前线部队，也就是说，迪埃姆指挥的部队原先属于第二线或预备队。
[12]

 因此，即便第一线部队在某一地段失利，及时投入战斗的第二线部队也能迅速扭转局面。

根据这套新的组织结构和新的战术，前线的每个地段都由对应的师长直接指挥。总指挥几乎不会干预他们的具体行动，一般来说，他只用给这些师长下达任务，让他们能够及时抵达战场参与会战即可，总指挥需要特别关注预备队的运用。隶属于预备队的师可以列成战前预备纵队，在居民点、山地或森林等大型地物后方隐蔽起来，使得敌军既无法观察，更不能以炮火加以袭扰。接到总指挥的命令后，预备队中的师可以迅速抵达对应地点，而后展开成战斗队形参战。由于预备队以纵队行进，与此前的线式队形相比，预备队能更自由地从前线部队中间穿过，因此可以较为容易地在战线上的任一地段迅速投入战斗。

法军在革命战争初期仍然让预备队主要扮演过去的角色，也就是说，用预备队替换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一线部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预备队逐渐成为新战术中最有用处的武器。当敌军在与己方一线部队的长期交战中遭到削弱后，就可以从预备队中抽出若干个师发起出乎敌方意料的猛烈打击。由于预备队能够快速、隐蔽地以纵队赶赴对应地点，可以进入正面战线任一地段乃至敌军翼侧，这种打击就可能发生在敌军根本无法预料到的方向上。

因此，师长就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与线式战术时代战斗队形中的指挥官相比，师长也需要拥有更多的经验、更大的主动性和更强的责任感。和优秀的军团司令一样，优秀的师长也不可能立刻出现——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才能把无用之辈从主流将领中清除出去，让余下的将领积累足够的经验。每一个师都设有自己的师部，它会协助师长处理行军和作战事务。渐渐的，师部军官逐步积累了实务经验，开始妥善处理师内的诸多事务。当能够有效运作的师部出现后，师就变得更为独立：师部无须军团总部的帮助，就能够独自处理补给事务，决定该师采用露营还是舍营，确定该师的行军序列和行进路径。然而，由于师的人数相对较少，它的独立性仍然会受到严重限制。

和其他诸多创新一样，师的独立也是实际需求催生的结果：在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中，军团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时常会分散在广阔区域内，因此，师往往得独立展开战斗。即便在将数目可观的大部队集结起来投入会战后，军团也仍然分布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而且战线正面不同部分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司令根本无法有效掌握大部队的行动，所以，师长在会战中往往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和下属人员。

法军的对手同样被迫或多或少地偏离原有的组织体系，也着手调整部队进入战场、列成战斗队形的方法。在面对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法军时，反法同盟的将领力图避免被法军包抄侧翼，有时甚至打算反过来包抄法军，所以，联军也往往会把军队部署在相当宽阔的正面上，于是，联军的战前预备纵队时常会相距甚远，这就迫使联军让这些纵队变得相对独立，也就是让纵队包括全部三个主要兵种。反法同盟的大军在战前机动时并不会仅仅分成两三个纵队，他们使用的纵队数量通常是5—8个，这就比原来多得多。然而，法军的对手在给纵队分配部队时，有时仍然会遵照陈旧的原则：某些纵队纯粹由骑兵组成，其他纵队则是步兵和炮兵，至多再加上数量很少的骑兵——有时甚至根本没有骑兵。某些时候，联军还会让相当一部分重炮兵在少量步兵和骑兵的掩护下组成一个独立纵队行进。

于是，法军的对手也开始将他们的军团分成较为庞大且相对独立的单位，并且将这些单位用于战区内部运动和接近战场时的机动。这些单位与法军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并没有被视为大体固定的单位，只要军团司令认为有必要调整这些单位的组成状况，就可以在战役中的任意时刻让其发生重大变化。军团司令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分配结果，他在分配时会考虑到自己手头有多少部队、部队具体情况，也会想到敌军的规模和出没地点，此外还要参考己方整体计划、己方每一特定部分的作战任务、作战地区的具体地形等。因此，不同的单位就可能在总人数和每一兵种具体数量方面存在重大差异。法军的师在实践当中也不完全是标准化的，但它们至少还存在理论上的标准，而且人数和各兵种配比也都处于一定范围之内。

事实上，在革命战争的第二阶段，当法军的师编制最终得以确立，将领更替也没有那么频繁之后，反法联军中成分不够稳定的单位就处于下风了。这一时期，法军的师中有些部队长时间并肩战斗，这些部队间产生了一种更为密切的伙伴关系，因此能够更有效地配合作战。这样，师长就能够长时间指挥同一批部队，在此期间还会与同一批旅长、参谋、步兵半旅长、骑兵团长打交道，这也有助于上下级彼此理解。因此师长能够充分了解他的部下，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期望各个步兵半旅、骑兵团和炮兵连有怎样的表现，这些部队也同样深知指挥他们的将领。由于师的成败决定了师长未来的职业生涯，师长就会精心照管麾下的部队，更积极地让自己的部队维持良好状况。

而在反法联军中，临时组建的单位往往得由刚刚接管这个单位的指挥官带上战场，这样的指挥官通常对自己的部下了解甚少或根本一无所知，也就对部队的优缺点认识模糊。更甚者，指挥官通常不认识、不了解自己的下属将领和参谋，这并不利于他们充分达成互相谅解，也妨碍了有效管理部队。事实上，联军的将领和参谋往往要在同一场战役中管理成分和兵力截然不同的部队，这也无助于他们的工作。然而，反法联军的指挥层并不急于效仿法军，并不想组建大体上固定的标准化单位。

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可能源于一个事实：法军师编制的优势要在某一时间点后才能明确地体现出来。而在革命战争之初，反法联军不仅军队规模较小，还具备优于法军的大部队机动能力。就军队成分而言，联军的同质化程度要高于法军，也就是说，联军由质量大体相同的团组成，而且各个团往往也拥有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至于管理联军的人，他们也是指挥经验相当丰富而且沿着军衔阶梯逐步缓慢晋升的职业将领和军官。可在法国革命军中，不同部队组建的时间与方式可能存在差异，接受的训练和积累的战斗经验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巨大差异，此外，法军有许多将领和军官是刚刚得到提拔的下层官兵，而且有些人的晋升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这种情况在革命战争进程中逐步发生了变化：法军在几乎毫无间断的连年战争中得到了锤炼，将领和军官积累了经验，高层组织结构有所改善，机动能力也得以提高。当革命战争结束时，法军的对手也在创建成分基本稳定的合成部队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某些合成部队甚至以大体相同的组成结构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当革命战争于1801年结束后，与法军为敌的军队并没有继续保留这样的大规模单位。而在法国，师编制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从革命战争结束后到拿破仑战争于1805年打响，师始终存在于法军之中。因此，到了19世纪初，和平时期的法军高层组织结构与战争时期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在其他欧洲军队中，这两者还存在较大差别。

拿破仑统治期间，军团的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法国几乎对它周边的每一个国家发动了战争，甚至还要在国内作战（镇压反革命暴动），法军也就得被部署到诸多战区。拿破仑通常不会在两个以上的战区同时开战，而且他还拥有强大的独断权力，因而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分配部队，这样，拿破仑能够在某一方向上集结的兵力就远远强于革命法国指挥层所能集结的兵力。结果，兵力规模空前的军团就能出现在某一特定方向上。早在1803年，拿破仑就开始为他计划中的入侵英国集结一支大军。

对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团而言，仅仅将它拆成若干个师已经不足以满足需求，因为军团里的师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军团司令也难以掌控它们。如前所述，在革命战争时期，法军那些大规模的军团时常会组建由两三个师组成的集群，而且其中某个师的师长也会负责指挥整个集群。到了1800年，在波拿巴将军和莫罗将军的军团里，某个集群中的一位师长兼职指挥整个集群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此时负责指挥的是有别于这几位师长的另一位将领，还有一个总部协助他处理事务。该原则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几个师组成的这样一个集群就被称作军（corps d’armée）。

就在军得以建立之际，其他变革也随之产生。拿破仑彻底将骑兵从步兵师中剥离出来。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编组成各自包括几个团的独立师，一部分轻骑兵也编成独立师，另一部分则在编组成旅或师后成为步兵军的一部分。独立的骑兵师组成了军团的预备骑兵。骑兵师可以在大会战中发动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也可以用于追击敌军。随着时间的流逝，预备骑兵的规模大有增长，到了1812年远征俄国前夕，法军已经建立了4个骑兵军（3个军各自下辖3个师，另一个军下辖2个师）。

因此，在拿破仑治下，规模较大的军团往往会包括几个军、一支预备骑兵部队和一个炮场。军由几个步兵师、一两个轻骑兵旅（或一个轻骑兵师）组成，而且还设有军部。大口径的野战炮从步兵师里剥离出来，由一位直属于军长的炮兵军官统一指挥，其余野战炮仍然留在步兵师当中。

由于步兵军人数更多，内部组织结构更为完备，它的独立性便远高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师，步兵军实际上就像是一个配备了所有兵种的小小军团。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从军团预备骑兵中抽出一个骑兵师，将它额外配备给步兵军，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军的独立性。军可以在一场战役乃至连续几场战役中维持大体相同的编制，不过，军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抽出一个步兵师，然后用若干个与母单位分离的师编组成一个新的军。这样的军编制一般仅用于拿破仑本人亲自指挥的大型军团中。至于那些在次要战场作战且规模相对较小的军团，比如说法军1808—1812年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的某些军团，它们有可能根本不设军一级编制，而是仍然直接下辖若干个独立的师。

到了1805年，军级编制已经在法军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军队还没有团以上的固定单位，和平时期的军队会划分成若干个军区或督察区，可到了战时，来自同一军区或督察区的部队往往会发觉他们又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中。除此之外，为了抵御拿破仑麾下的大军——他会将诸多兵力集中到一个战区——拿破仑的对手也需要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在这种新形势下，反法联军缺乏与法军类似的师、军编制就成了相当严重的弱点。拿破仑的对手们便不得不在自己的军队中创建相应的编制，但这类措施往往要到战争前夕乃至战时才得以落实。此外，反法联军也难以立即找到合乎自身特殊状况的解决方案——创建行之有效的军队编制当然需要时间，高层组织结构也只能在战争中不断总结改进。

总而言之，这里应当再次注意到一点，在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军队在高层组织与高级战术方向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变革，而在基础战术层面，变革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步兵而言，作为基础队形的三列横队早在七年战争时就已被普遍接纳，而它在大部分军队中甚至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虽然二列横队也拥有许多支持者并在某些军队中得到运用。纵队和散兵也早就为人所知，至少从七年战争开始，不仅军事理论文献会对这两者加以探讨，它们在战场上也得到了运用——尽管当时的运用范围并没有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那么广。村落、各类障碍物和其他各种地物甚至在18世纪之前就已被用作防御据点，不过，守卫这类据点的方法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层面而言，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的据点守卫战也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因此，在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步兵的基础战术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革新，发生变革的只是各类战术的运用频率和规模、某些战术的执行细节以及战术间的配合原则。然而，尽管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战术在表面上与七年战争时期颇为相似，步兵战术整体却已是大相径庭。

炮兵的组织与战术甚至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革，然而，不同军队的炮兵在这一层面的进步仍然参差不齐。至于骑兵的基础战术，除了有的军队在18世纪末最终将三列横队改为二列横队之外，其他方面根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而在高层组织与高级战术领域，某些部分也并非全新。作为编制的师早已为人所知，但只有在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师才终于变成了大体稳定、独立的单位，它让军队战前机动和接近战场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其他欧洲军队也陆续采用了师的编制，接受了以师展开机动的原则。

骑兵在战斗队形中相对于步兵的位置和骑兵在战场上的角色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的骑兵会在军队两翼形成庞大集群，并且时常和步兵一道参与第一轮冲击，而拿破仑时代的大部分骑兵在战斗开始时则会位于步兵战线后方。在交战进程中，骑兵与步兵的配合变得更为紧密：他们需要抵御敌方骑兵，以此保护己方步兵，还得冲击已被己方步兵和炮兵打乱队形的敌军部队。如果己方在交战中取得胜利，敌军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溃散迹象，骑兵就有可能彻底将其击溃。如果骑兵取得成功，随后就能够对退却中的敌军展开追击。

高级战术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一线兵力分布和预备队的运用上。根据线式战术的原则，一线部队应当大体均匀地分布在战线正面上。而在革命战争中，法军迅速学会了在最为重要的地段集结兵力，同时以相对薄弱的兵力据守其他地段。遵循线式战术原则的预备队实力相对薄弱，其作战意图也仅限于填补战斗队形缺口和掩护战败后的主力部队退却。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新战术体系里，预备队不仅实力大为增强，也被用于增强攻击力度和针对重要地段发动决定性打击。

然而，节约兵力和使用预备队的原则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才得到充分发展。圣西尔回忆过1813年他和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一次谈话：

他回答了我，表示自己并不是偏好攻击［敌军］中路更甚于攻击两翼，他遵循的原则是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攻击敌军。当［向着敌军行进的］部队投入战斗时，他不会主动加以干预，也不太关注他们的成败，他所关心的只是不要让他们的上级过早地屈服于下属压力并投入增援部队。他举出了吕岑的战例，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奈伊十万火急地要求他出兵增援，要动用此前并未拨给他的两个师。他向我保证说，就在同一场会战里，另一位元帅甚至早在一名敌军都没有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就已要求［增援］。他补充说，直到当天日暮时分，当他看到疲倦的敌军中的大部分兵力已经卷入战斗后，他［拿破仑］才将留在预备队里的兵力悉数投入战场，形成了敌军无法预料的强大步、骑、炮集群，他就此完成了自己所说的“终局”［événement］，而且他几乎总是依靠这个办法取得胜利。
[13]



马尔蒙以下列文字描述了高级战术的基本原则：

这种结合的基础和既定目标是在会战中始终让己方的实力在某一点上强于敌方。这种才干体现在出其不意地进入最易于接近也最为重要的地段，这就是打破平衡、取得胜利的方法。最后还要迅速执行上述机动，这会迷惑敌军，使其毫无准备。

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要素在于适时使用预备队，这就是战争的天才。有必要小心翼翼地运用预备队，在投入时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如果投入过早，就意味着预备队徒劳无功，而且还会在最需要他们的场合无兵可用；如果投入过晚，就意味着要么不能取得完胜，要么无法拯救败局。

我们必须强迫每一个人竭尽全力，然而，［力量］终会出现衰竭，在这个时候，能清楚认识到需要紧急投入增援部队就非常重要。然而，早在紧急情况到来之前，前线部队便已抓住请求［增援］的机会不放手了。
[14]



克劳塞维茨解释说，部队在投入战斗后会逐步遭到削弱：

……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都多少会像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子弹打完了，队形散乱了，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当然，他们的勇气也被碾碎了。
[15]



面对这种精疲力竭的部队，有必要从预备队中及时抽调生力军上前增援或轮换。然而，统帅同样没有必要过早地抽调预备队，他需要尽量节约兵力，绝不能在敌军耗尽预备队之前将己方消耗殆尽。哪一边能够在战斗结束时拥有数量更多的预备队生力军，那一边就具备潜在的优势。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战争末期的法军已经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战术和崭新的组织结构，与过去的战术和组织结构相比，这两者更为灵活，也更有效率。法军中的所有军团司令和几乎全部师长都在各类地形上与各个敌手的交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法军中的大部分军官和相当一部分士兵也具备可观的经验，这些部队已经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俄军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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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译注：科伊尔团即奥军第10步兵团，因该团团主为卡尔·弗朗茨·冯·科伊尔男爵（Karl Franz Freiherr von Keühll，其姓氏也被写作Keuhl或Kheul）而得名，格雷厄姆给出的拼写有误。另据第10步兵团团史记载，该团当时仅有第1、第2营位于意大利战区，第3营正在从克拉科夫赶往意大利，直至8月15日才与第1、第2营会合。参见Geschichte des k. k. Infanterie-Regimentes Oskar II. Friedrich König von Schweden und von Norwegen No. 10 von seiner Errichtung 1715 bis November 1888.
 Wien, 1888, S. 154-155。


②
 　译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军对不同类型的散兵队形有以下几种称呼：松散队列（loose files），相邻两个伍之间留出6寸（15.2厘米）的横向间隔；疏开队形（open order），相邻两个伍之间留出2尺（61.0厘米）的横向间隔；延展队形（extended order），相邻两个伍之间或留出2步（5尺，1.52米）的横向间隔或由指挥官自行规定间隔。参见：Cooper T. H. 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Light Infantry Officer.
 London, 1806, p. 1-2。




第三篇


十八世纪的俄军



第九章　十八世纪的俄军

拿破仑战争中的俄军承继了彼得大帝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创立的军队。有许多后来曾与拿破仑作战的团都始建于彼得治下，而且直到那时依然在使用他赐予的团名。他引入的征兵制度也一直沿用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几乎每一年都要从农奴和下层市民中强制征召一定数量的人员，通常是从每500名男性中征召2—3人。18世纪的征兵几乎完全在大俄罗斯土地上进行，只有在最后25年里，这一制度才扩展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征兵制度让俄军下层士兵在民族属性和社会成分上几乎完全保持一致。只要士兵适合服役，那么他就得终身服役，这种情况几乎存在于整个18世纪。直到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她才将退役的权利赐予服役25年以上的士兵。

就组织、制服、装备和训练而言，俄军基本上是在效仿西欧军队。彼得一世的训练条令非常简练，这导致俄军在此后发布了诸多教令作为补充，并最终于七年战争前夕的1755年用全新的训练条令取代了彼得的条令。新的条令太过复杂，它们囊括了太多的队形、队形变换和射击方式，因此，部队在战争爆发之前很可能未曾完全按照条令规定接受训练。战争结束后，俄军于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之初采用了一套简化的训练条令，该条令一直沿用到1796年。1763年条令规定步兵与骑兵队形厚度均为三列。

俄国在18世纪发动了诸多战争，它的领土得以扩张，军队也得以扩充。俄罗斯军队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与差异极大的对手交战。这些对手往往还是当时最优秀的军队，比如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的军队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他们在训练和机动技能上要强于其他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其他对手——土耳其人和克里木鞑靼人——则拥有数量庞大且质量优异的非正规骑兵。

18世纪上半叶，俄军在大规模机动方面的训练几近于无，骑兵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都较为薄弱。直到七年战争末期，俄国军队的战术仍然以防御为主：俄军通常会占据一处坚固的阵地，充分利用障碍物（河流、深谷、沼泽、森林等等）保护侧后方，如果没有障碍物或障碍物并不足以用于防御，俄军也会建造野战工事。俄军往往会使用各类工事和装置保护战线正面：在对付欧洲正规军时是土木工事，在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时则是拒马（рогатки
 /chevaux de frise）——削尖了末端的木杆，木杆上有时甚至会装有尖锐的金属尖头。

俄军的阵地往往是四面设防的筑垒营地，其战斗队形则是一个庞大的矩形。在这样坚固的阵地上，哪怕是面对最优秀的敌军部队，俄军也往往能够挡住他们的进攻，而在击退敌军攻势之后，随着敌军遭到削弱，陷入混乱，俄军有时甚至可以转入攻势，继而取得决定性的完胜，迫使敌军在混乱中撤退。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1762—1796年），俄军的战术变得越发积极起来。俄军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与土耳其军队和训练并不完善的波兰军队交战，因而敢于愈加频繁地发动攻势。俄军在对土战争中逐步放弃了拒马，在面对土军为数众多的非正规骑兵时，俄军步兵也能够列成若干个独立方阵发起攻击并取得胜利。

俄军在18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若干重大变革和创新。被称作“猎兵”的专业轻步兵单位得以出现，其数量逐步增长。军队采用了较为简单、舒适的新式制服，毫无必要的头部装饰物——发辫和所谓的卷曲假发（букли
 ）——则被弃用。
[1]

 骑着高大、沉重、昂贵的战马的西欧式重骑兵大为减少，不少重骑兵团被改编为轻骑兵团，俄军还组建了许多全新的轻骑兵团。

将领和团长们在训练士兵和投入作战方面享有可观的自由。由于1763年条令中仅仅包括对队形和队形变换的描述，并没有就如何训练士兵给出指导意见，团长们就得自行决定采用何种方法将士兵训练到有足够能力执行条令。
[2]

 条令也没有特地规定如何展开机动。有的团长便自行编纂了用于训练的教令。

将军们同样给自己的部队下达教令，也会引入可能与条令存在差异的新队形、新机动。以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鲁缅采夫（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умянцев
 ）将军为例，他在18世纪70年代对土作战时把自己军中的骑兵队形从三列改为二列，还推行了能够更快地将横队收拢成纵队的新式队形变换方法。
[3]

 后来，这些创新举措在全军中都得到了应用。随着俄军在交战中取得一系列新的胜利，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也日益增长，到了18世纪90年代，俄军战术已经具备高度攻击性。

然而，俄军也存在不少严重缺陷。朗热隆伯爵在1796年写道，除了圣彼得堡和少数要塞外，俄国境内并没有什么兵营，大多数部队驻扎在村庄里，于是没有军官监管的小股士兵就分散在庞大的地域里，只有在夏季的4个月中部队才会集结到营地里展开训练。
[4]

 由于俄军很难把大批部队集结到一处，每个团通常情况下都会自行扎营，因此，和平时期的大部分俄军部队并没有为大规模机动做好准备。骑兵的马术操练也不算好。
[5]

 俄国的火炮太过笨重，炮兵虽然开火迅速，但在瞄准射击方面训练不佳。波兰将领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Tadeusz Kosciuszko）曾在1794年与俄军交战，后来于1799年为法军撰写了俄军情况简介，他指出，俄军炮兵射速很快，但射击指挥却很糟糕，而且火炮瞄得也不准。
[6]



朗热隆还指出，大部分俄国军官的教育、培训状况都不好。俄国在18世纪末拥有4座培养青年军官的军官武备学校，但就读于这些学校的人数量相当有限，其规模相对军队也太过微不足道（在18世纪下半叶，每年约有80—150人从这些军校毕业）。一般而言，青年贵族成为军官的途径是以军士身份入伍，而后等待自己被任命为军官。贵族通常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小年纪就以编外军士的身份进入团里。这些孩子名义上在团里登记在册，实际上却以“因教育缘故休假”的名义留在家中，等到后来长到十五六岁时就已成了军官。

近卫团的吸引力尤大，因为近卫军军官在转入常规团时有权获得晋升，所以近卫团里充斥着这样的贵族编外人员，他们此后会成为常规团里的军官，可这些人并没有接受过特别的军官养成教育，也没有什么经验。此外，还应当注意到，当时的近卫军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实战了。

如果某位俄国军官不喜欢在某个团里服役，或希望在别的团里获得较快的晋升，那他就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团转到另一个团。
[7]

 但同时朗热隆和科希丘什科也提到俄军常规团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是非常英勇的人物。
[8]



另一种快速升迁的方式是成为女皇某个宠臣的随从，或是加入负责指挥野战军的元帅或将领的随从队伍：这样的统军将领有权让军官一直晋升到二级少校为止，元帅则有权让人一直晋升到中校。在那个时代，俄军还没有健全的总部勤务，军队的统帅通常得自行设立一支庞大的随从队伍。宠臣的随从人员中可能有多达两三百名军官，元帅和将领的随从相对而言则要少一些。统帅让这些军官充当副官和参谋，而且往往会从中提拔自己根本就不熟悉的人。
[9]

 如果哪位军官想要进入某位宠臣或统帅的随从队伍，那么他一定要消息非常灵通。

许多同时代人物曾指出某些团里存在严重的滥用权力现象。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登基之初批准颁行的所谓“上校教令”，团长在自己的团里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其中也包括财权。
[10]

 有些团长将团视为私有财产和收入来源：他们贪污、挪用分配到团里的经费，奴役自己的士兵，或是让士兵前往自己的庄园劳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1]

 有的军官长期擅离职守不在团内，士兵却可能因为极为轻微的违纪行为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朗热隆在1796年写道，由于上述种种缺陷和弊病，俄军本该是全欧洲最糟糕的军队，可它实际上却成了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个中缘由便在于俄军士兵的优良素质。朗热隆和其他观察者将俄军士兵的典型特征概括为英勇、无畏、自豪、不知疲倦、耐心和忠于职守。
[12]



科希丘什科指出，俄军士兵训练良好，对指挥官高度服从，在执行命令时，他们有时就如同狂热信徒一般投入战斗，这些人以无畏的精神面对敌军的火力，宁死也不选择退却，要想迫使俄军后退，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杀戮军官。科希丘什科认为俄军士兵之所以表现英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进攻前会给士兵大量分发伏特加，他认为，俄军是因此而疯狂地投身战斗。
[13]



俄军的士兵阶层几乎是完全同质化的，与此相比，军官阶层就十分多元化了——俄军中有相当多的军官并非俄罗斯人。外国军官在俄军中服役可谓历史悠久，这种情况在彼得一世治下尤为盛行，后来虽然大为消退却并未消亡：整个18世纪，不断有外国军官到俄国来为俄军效力，其中大部分是德意志人。而在瓜分波兰后，有些原属波军的军官也成为俄军成员，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许多在大革命后流亡国外的法国军官加入俄军。不过，18世纪末的俄军中还有许多不属于俄罗斯族的俄国臣民，其中有些人是来自立夫兰和库尔兰的德意志贵族，另一些人则是在17世纪、18世纪迁居俄国的西欧人后裔。



与土耳其人交战时的战术



俄国在18世纪曾多次与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交战。18世纪的土耳其军队与欧洲正规军截然不同。土军的主力是为数众多的骑兵，而且骑兵质量相当高，这是因为它由勇敢的士兵组成，这些人不仅是优秀的骑手和战士，还骑着非常矫健迅捷的战马。然而，土军骑兵并不是正规骑兵，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接受以密集的线式队形进行机动、作战的训练。至于土军的典型作战方式，不仅那些拥有丰富对土作战经验的俄国著名统帅在他们的教令中提到过相关情况，俄国军官编纂的理论著作也对此有所涉猎。
[14]

 土耳其军队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类似，他们的战术也很接近。

土军骑兵进攻速度很快，但总是毫无秩序地发起攻击，而且几乎一成不变地竭力尝试包抄乃至包围敌军。
[15]

 他们在战斗中携带许多军旗，指挥官往往会在士兵前方疾驰，以此树立英勇作战的榜样。
[16]

 土耳其骑兵以多少还算密集的楔形集群发起攻击，
[17]

 有时还会把军旗投掷到敌军队形里去，
[18]

 土耳其人的第一轮冲击通常最具威胁。但当第一轮冲击被打退后，之后的每一轮攻击力度往往都会弱于上一轮，当土军最终停止冲击时，他们就会迅速后撤。
[19]

 对于列成稳固队形的正规步兵而言，土耳其骑兵不算很危险。2—3轮齐射通常就足以打退第一轮攻击，可要是土军能够扰乱对手，那么对于受害者而言，其结果就会是灾难性的。
[20]

 朗热隆写道：“再没什么比胜利时的土耳其人更危险。他们混乱地冲向敌军，但伴随着那样的愤怒、那样的迫切，以及那样可怕的呼号，一个人需要具备高度的镇定才不至于在这样的战斗中陷入慌乱。”
[21]



土耳其步兵也与欧洲步兵截然不同。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步兵被称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他们通常以庞大、密集且纵深很大的集群发起攻击，因而能够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耶尼切里的这种队形像是一种纵队，最英勇的士兵位于纵队最前头，不过，由于这些人没有刺刀、没有像欧洲步兵那样的规整队形，而且装填步枪非常缓慢，他们根本就无力对抗骑兵。由于土军步行散兵深知如何准确射击，土耳其步枪又比欧洲步枪长，进而导致土军散兵射程也超过欧洲散兵，他们就可能给对手带来相当大的损失。与土耳其人交战的俄军往往需要出动部分线膛枪手对抗土军散兵，使其远离步兵密集队形。
[22]

 朗热隆在描述1810年战况时指出土军步行散兵习惯于在葡萄园、菜园和灌木丛里作战，俄军很难驱逐这些人，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要远远优于俄军散兵。
[23]



18世纪末的土军火炮太过笨重，射击也太过缓慢，只能给敌人造成很少的伤亡。
[24]

 土军通常会修建一处让炮兵和步兵容身的筑垒营地，当敌军试图接近营地时，土军骑兵会发起攻击。如果营地附近存在森林或沟壑，土军步兵也可能会藏身其间。如果土军骑兵取胜，步兵就会离开掩蔽物彻底打垮敌军。如果野战不利，土军就会退回营地。朗热隆注意到土耳其人守卫工事的能力要强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使用冷兵器也极为娴熟。
[25]



因此，对那些正规的欧式部队而言，当他们不得不与土军作战时，这些部队所要采用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就与对付其他欧洲军队的时候存在重大差异。著名的军队统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将他的步兵列成团方阵或营方阵，并将这些方阵摆成两条交错排列的战线，以便创造出可供方阵交叉射击的区域，此外，每个方阵还要将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兵力留在内部作为预备队。方阵之间的距离应当相当于霰弹的有效射程。炮兵要么位于方阵外角处，要么位于方阵之间。骑兵则应当部署在两条战线之间或位于第二条战线之后。步兵在攻击敌军筑垒营地时需要列成纵队。

对付土耳其人的战术如下所述：俄军部队应当向前推进，步兵和炮兵要迫使敌军在混乱中退却，然后让骑兵穿过己方步兵方阵间的空隙展开冲击，击溃敌军并追击0.5—0.75米利亚（миля
 ，俄国旧长度单位，1米利亚约合7.468千米），然后需要让重骑兵减慢速度重整部队。不过，骠骑兵和哥萨克则要负责继续追击。
[26]

 到了18世纪末，许多俄军将领已经在对土战争中积累了可观的作战经验，但这种经验在对付欧洲正规军时派不上什么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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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帕维尔一世的改革

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帕维尔，她不准他参与政事，且尽管帕维尔渴望投身军事活动，她仍然让他远离军事。帕维尔在名义上拥有海军上将的军衔，而且是海军部部长，但他几乎没有参与过舰队事务。不过，帕维尔还是在居所——距离圣彼得堡不远的加特契纳（Гатчина
 ）小镇——附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他的小小军队不断扩充，到1796年，它已包括2个掷弹兵营、4个步兵营、1个猎兵连、4个骑兵团（上述所有部队的兵力都很薄弱，每个步兵营或骑兵团统统不超过200人）。这支军队还设有炮兵，配备了12门口径、型号不一的火炮。
[1]

 帕维尔倾慕弗里德里希大王，他的部队在着装、训练方面都仿照普鲁士的旧样式。由于帕维尔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他把大把时间花在了训练部队上。于是，帕维尔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却成了形式化的普鲁士式训练的大行家。

叶卡捷琳娜二世卒于1796年11月6日/17日。帕维尔一登上皇位，就立刻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俄军。他那小小的加特契纳军从未参与过战斗，此时却成了整支军队的样板，加特契纳军也被并入各个近卫团中。帕维尔几乎改变了俄军的一切，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只是想竭力毁灭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宠臣们创造出的一切。事实上，他是在竭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权力，消除根植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缺陷与弊病，还要让整支军队中的一切都正常运转起来，可是，他的做法时常欠缺考虑、反复无常乃至自相矛盾，结果，帕维尔毁灭、破坏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2]



1796年11月29日/12月10日，帕维尔下令全军必须按照新的训练条令操练。
[3]

 这些条令照搬了出版于1794年的训练手册，那批手册可能被帕维尔拿来训练他的加特契纳军。上述手册只是二手翻译作品，它们源于七年战争开始前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采用的旧条令，仅仅进行了细微的修改和删减。
[4]



帕维尔将普鲁士式的制服和装备——其中也包括发辫和卷曲假发——推广到全军，此外还把实战中毫无用处的短矛（эспонтоны
 ）配发给军官，把戟（протазаны
 ）配发给军士（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军士乃至下级军官都会装备步枪）。对许多军官和士兵来说，新的制服和装备既丑陋又令人不悦。
[5]

 另一方面，帕维尔首次将舒适、温暖的大衣引入军中（俄军此前没有大衣，只有雨衣）。他还力图复兴重骑兵，这当中自然也包括胸甲骑兵，他们得到了只保护前胸的半胸甲，后背则没有甲片防护。

为了消除各个团里的积弊，帕维尔剥夺了团长管理全团经费和装备的权利，引入了效仿普鲁士制度的团主（шеф
 /chef）职位。每个团都拥有团主，团主通常是一位将领或元帅，此人控制了团里的所有内部运作，也要全权负责团里的各种事务。被指派去管理团经费和装备的军官需要直接向团主提交报告。1798年10月31日，帕维尔下令让每个团都以团主的姓名作为团名，以此取代原有的名称。

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Семён Рома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
 ）曾是一名军官，并于1785—1806年担任俄国驻英大使，此人在1802年写道，设立团主职位带来了一些糟糕后果：所有的权力都转移到了团主手中，于是，团长沦落为负责训练的教官，丧失了诸多权力，可是团在战斗当中又非得由团长来指挥不可。
[6]



沃龙佐夫还补充说，用团主的姓名作为团名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军的团是用俄国的城市或地区来命名的，团的名字可以保持不变，团也都拥有自己的历史，某个团的光荣事迹会流传在全军都知晓的故事中，各个团之间因而存在竞争。而在帕维尔统治时期，团主人选发生了变化，有的团还频繁更替，团名也因此时常变更，有些时候士兵甚至没法记住自己团的名字，更不用说其他团了。按照沃龙佐夫的说法，当他询问士兵属于哪个团时，有的士兵如此回答：“之前有这么个团，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老爷呀，皇上已经把它给了某个德国佬。”
[7]

 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士兵认为自己与其说是属于国家，倒不如说是属于某位团主了。

帕维尔将所有的团都划分到若干个被称作“督察区”的军区里。但属于同一督察区的部队也不会由一人统一指挥。每个督察区内设有两名督察，一人负责步兵，一人负责骑兵，而全军炮兵也仅拥有一名督察。督察每年都得巡视下属各团至少4次，以便查验人数并观察各团是否按照条令规定的方式着装、训练。
[8]



沃龙佐夫指出，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所有团在和平时期也会被划分到被称为“分区”（дивизия
 ）的军区里。每个“分区”都由一位元帅或上将执掌，这些人对麾下的团非常了解，他们之间也相互竞争，想要表明自己拥有更好的部队，此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的“分区”内提拔二级少校以下的军官，然而，帕维尔治下的督察只能巡视各团并将报告直接呈递给皇帝，而其他诸多事务——其中包括管理从自己根本无从了解的最底层军官开始的晋升事宜——已经让皇帝不堪重负了。
[9]

 帕维尔似乎是打算用他控制加特契纳那支小军队的方法管理俄罗斯这个庞大帝国里的全体军队。

帕维尔将征兵制度扩展到俄罗斯帝国里某些主要人口并非俄罗斯人的西部省份，来自这些省份的新兵并没有组成新的独立单位，而是被送到业已存在的各个团里。沃龙佐夫和朗热隆都认为在老俄罗斯团混入非俄罗斯成分的做法降低了俄军步兵的质量。
[10]



帕维尔剥夺了元帅和将军提拔军官的权利。帕维尔有时会将一些将官和上校任命为督察，这样，有些功勋卓著的元帅和将领在担任团主时还得向以督察身份下来巡视各团的年轻上校报告工作。
[11]

 为了消除元帅和将军的庞大随从队伍，帕维尔命令所有军官都要随时随地和自己所属的团待在一起，这样一来，元帅和将领就失去了随从军官，没有了指挥部队的助手和战争艺术的学徒。这一切措施都显著影响了元帅和高级将领的权威。

与此同时，帕维尔引入了非常严苛的形式化纪律，纪律不仅适用于士兵和军士，也同样适用于军官。如前所述，每一名军官都需要出现在自己所属的团里。所有不能在规定日期前就位且无正当理由的军官都会被逐出军队。
[12]



如果想要成为军官，一名青年贵族需要以军士身份实际服役至少3年之久，其中最初3个月还得以普通士兵身份服役，此后，他还得等待官职出缺，也就是因某位军官晋升、离开军队或死亡而导致其职位出现空缺。只要还有适于充当军官的贵族军士人选，团里就只可能产生贵族军官。如果出现了贵族军士中并无合适人选的情况，那就有必要从能力、品质尤为突出的平民军士中挑选军官，这些人需要服役不少于12年，而且根据步兵条令规定，还得“举止得体”。
[13]

 军官的假期被缩减到每年28天，要是某位军官打算离团更长时间，他就得获得沙皇本人的亲自批准。
[14]

 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近卫军中。叶夫格拉夫·费多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Евграф Федотович Комаровский
 ）在18世纪90年代曾是一名近卫军军官，他写道：

我们军官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我们只想到身着礼服去剧院或交际场，可现在，（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团里的训练场上，就像新兵一样接受训练。
[15]



М. 列昂季耶夫（М. Леонтьев
 ）在1797年加入了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他当时年仅12岁，根据此人的说法，只要某人犯下了“战线”错误——也就是队列训练错误——帕维尔就会像处理犯罪一样对待此事，会把责任人关押起来，有时甚至要把人逐出军队。
[16]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布卢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аблуков
 ，此人在帕维尔登基时是骑马近卫团里的一名少尉）也回忆说那些在阅兵中出现失误的人会被发配到其他团里。还有许多近卫军军官主动辞职：萨布卢科夫提到几周之内就有60—70名军官离开了他所在的团。
[17]



在久疏战阵又沉溺于都市生活的近卫军身上，帕维尔的严厉做法或许能够奏效。可是，这也导致各个常规团也得接受普鲁士式的严苛训练，在那些团里，哪怕是历经战火考验的军官，只要在行军或队形方面出一点差错，就会遭到惩戒或关押。

部队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太过关注外表和形式主义勤务。
[18]

 沃尔德马尔·冯·勒文施特恩〔Woldemar von Löwenstern，其俄文名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勒文施特恩（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Левенштерн
 ）〕在1797年是努姆森（Numsen/Нумсен
 ）胸甲骑兵团（即斯塔罗杜布胸甲骑兵团）里的一名军官，根据他的说法，训练和制服的频繁变动弄得军官和士兵都精疲力竭，军官们尤其苦不堪言。他还提到有不少优秀军官离开了军队。
[19]



正规步兵的训练科目主要是所谓的操枪技术（各种持枪方式和持枪姿态变换）、装填步枪、列队行进和横纵队队形变换，实弹射击训练则太过稀少。
[20]

 虽然如此，有的团长依然自发地让麾下部队接受了较好的射击训练，以穆罗姆火枪兵团为例，该团自1797年起就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莫索洛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осолов
 ）少将指挥，根据此人的说法，他以如下方式训练该团人员朝标靶开火：先是让士兵单独展开射击，然后以分营为单位列队射击。
[21]

 莫索洛夫在1789—1794年是立夫兰猎兵军里的一名军官，他的确拥有训练士兵瞄准射击的经验。

与此前一个时期相比，帕维尔治下的大规模演习变得十分频繁，而且这样的演习也不仅仅局限于驻扎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附近的部队。以1800年的芬兰督察区为例，区内大多数部队都开赴加特契纳，在帕维尔亲自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为期数日的操练。
[22]



然而，大规模演习的流程几乎总是如出一辙：所有部队都列成两个以排为单位的庞大纵队，纵队向着“敌军”行进，然后展开成横队。在大部队展开过程中，前方会设有一支前卫部队（掷弹兵）加以保护，负责保护的还有猎兵和骑兵，这些部队随后就要转移到步兵主力的侧后方，最后让所有部队冲击“敌军”。
[23]



俄军在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地势大体平坦、开阔的地方作为演习地点。
[24]

 不过，很少参与大规模演习乃至根本不参与演习的团还是为数不少，它们仍然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那样在夏季营地里接受训练。
[25]

 有些富有经验的将领意识到训练科目既不完备也不合乎时代潮流，可他们根本不可能对此加以改变。帕维尔剥夺了这些人干预部队训练的权利，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背离自己的训练方式。

许多将领和军官对沙皇帕维尔的改革提出了批评。有些人只是对严苛的纪律和艰苦的军役感到不满，但也有些人公允地指出了新条令和新式训练科目中存在的重大缺陷。然而，帕维尔将与他存在分歧的所有意见都视为怀念旧秩序——在帕维尔看来，旧秩序总体上是非常糟糕的——和拒绝服从沙皇意志，所以，任何将领或军官只要略微表现出一点不满，就会被他当即解除职务。

违反新条令或在训练中犯错的将领和军官也时常被撵走。在帕维尔统治的前三年里，俄军一共除名了7位元帅、333名将军和超过2000名军官，但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再度获得军职。
[26]

 也许会有许多无能或不适合从军的军官被逐出了军队，但不少优秀将领和军官——不管他们曾立下怎样的功勋——也时常因为略微违反新条令或细微过失而被一并撵走。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还有许多军官主动脱离了军队。

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军官或遭到驱逐，或主动离职，那些留下来的军官晋升速度便骤然加快。
[27]

 某些军官因为与帕维尔关系良好，得到了他的青睐，竟得到了令人目眩的职业生涯：科马罗夫斯基指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涅利多夫（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лидов
 ）直到1796年11月6日/17日才晋升为近卫军中尉（поручик
 ），然而，到1797年3月，涅利多夫就已成为一名少将，而科马罗夫斯基本人也仅仅花费7年时间就从近卫军中士晋升为少将；
[28]

 萨布卢科夫在1796年还只是骑马近卫团里的一名少尉（подпоручик
 ），等到1799年就成了这个团的中校（полковник
 ）。
[29]

 如此迅速的晋升削弱了军队的纪律，影响了其他军官继续在军中效力的意志，人们发现晋升越来越依靠帕维尔的偶然想法和心血来潮，实际表现和服役时间的作用则越来越小，这也正是某些军官自行辞职的缘故。
[30]

 尽管如此，帕维尔依然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强力推行他的改革措施。

应当指出，帕维尔的确成功地清除了许多根植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积弊。士兵的命运在某些方面大为改善：督察通过严格监督确保士兵能够拿到应得的一切，惩戒措施有法可依，授予普通士兵的战功勋章也被首次引入军中。
[31]

 从那时起，从军25年后退役的士兵都可以领到退休金，如果士兵在服役期间致残或因伤无法服役，那么不论他们从军时间有多长，也都可以从不再服役之日起领取同样的退休金。
[32]





1796年步兵条令



每个火枪兵团下辖2个掷弹兵连和10个火枪兵连。在假定存在一名掷弹兵校官的情况下，一个团共有1名团主、6名校官和50名尉官，如果掷弹兵校官并不存在，那就是1名团主、5名校官和51名尉官。每个团理论上还有118名军士、38名鼓手、4名笛手、6名其他乐手（吹奏单簧管、双簧管、军号）、300名掷弹兵、1500名火枪兵、144名编外人员（每个连12人）和198名非战斗人员。

10个火枪兵连会编成2个五连制的营。掷弹兵连则会从母团中剥离出来编成四连制的掷弹兵营（每个营包括来自两个团的掷弹兵连）。每个掷弹兵团由12个连组成，其人数与火枪兵团相同，但所有士兵都被称作掷弹兵（1800人）。每个掷弹兵团里的两个“侧卫”连都会像火枪兵团里的掷弹兵连一样被抽出来编成独立的掷弹兵营，余下的10个连也编成2个五连制的营。
[33]



1798年1月5日/16日，俄军采用了新的掷弹兵团和火枪兵团编制。主要的变化出现在以下方面：每个连减少了12名士兵和12名编外人员。这样，根据新的编制，每个火枪兵团里应当有1名将领（团主）、6名校官、50名尉官、118名军士、38名鼓手、4名笛手、19名乐手、276名掷弹兵、1380名火枪兵（掷弹兵团里则是276名掷弹兵和1380名燧发枪兵）和235名非战斗人员。编外人员理论上已被彻底废除。
[34]



每个连当中最高的士兵会被放到第1列，最矮的在第2列，其余人员在第3列。在一个营中，位于右翼的两个连士兵身高从右往左依次递减，位于左翼的两个连反过来从左往右递减，位于中央的连则从两翼向中间递减。
[35]

 新兵首先要进行单兵训练，先是学习站立和无枪行进，然后学习带枪行进，最后学习装填和射击。根据条令规定，新兵要到完全熟练之后才能入列行动。
[36]



出于训练目的，一个连要分成4个排。每个连都要接受行进、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和射击方面的训练。训练步幅为3/4阿尔申，1阿尔申相当于0.7115米，所以1796年条令规定的训练步幅就是0.5336米。
[37]

 步速为每分钟75步。
[38]

 士兵不仅要学会向前直行，还要学习向左侧或右侧斜向行进：在这类行进中，士兵需要迈步前行并略微偏向左侧或右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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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1.一个列成横队的连以排为单位右转形成疏开纵队；2.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左转、前进；3.收缩成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4.展开成横队


（横队中的）各个排向左侧或右侧旋转90°就形成了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
[40]

 通过缩小各排的前后距离，可以让连从疏开纵队变为紧密纵队。要想把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变回横队，就得让三个排沿翼侧方向朝左侧或右侧行进，抵达指定地点后再向前行进，另一个排要么留在原地，要么向前直行。
[41]



然后，士兵要学习在队列中装填、射击。排在齐射时可以从最右侧的排开始射击，也可以让全连一起就地齐射。
[42]

 然后，士兵要接受缓慢前进或退却时以排为单位射击的训练。
[43]



条令还规定了一种以伍为单位的过时射击方式（见图28）：每个排都要分成两个半排，每个半排又分成若干对伍，在发出以伍为单位射击的命令后，每个半排最右侧的一对伍向前行进5步，排成二列（原先位于第2列右侧的人员进入第1列，原先位于第3列的两人进入第2列），开火，重新排成三列，返回队列中原先所处的位置并开始装填，然后，接下来一对伍也得完成同样的流程，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44]

 在普鲁士的1750年条令中，这种射击方式被称作Hecke-Feuer（树篱射击），普军条令认为这种射击方式适于击退或阻挡敌方轻步兵和列成散开队形的轻骑兵。
[45]



[image: Figure-0255-0032]



图28.以伍为单位射击（树篱射击）



1-军官

2-军士


当全团或全营接受训练时，每个连会分成两个排，掷弹兵要单独编成营，火枪兵则编成十排制的营。
[46]

 应当注意到，俄军将火枪兵营分成10个排，这种做法与弗里德里希的军队存在一定差异：弗里德里希的火枪兵营同样由5个连组成，但每个营都分成8个排。
[47]



当一个营准备好开火时，队列里的士兵需要肘挨肘地就位。第2、第3列人员要向第1列靠拢，最终挨到前一列人员的刀鞘末端。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士站在第3列之后4步处，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官则在军士身后2步，鼓手则要排成二列并位于全营右翼。

下达“预备”命令后，第1列士兵右膝跪地，同时全体士兵举枪。下达“据枪”命令后，士兵就要瞄准目标：第1列人员应当端平步枪，第2、第3列人员则要略微压低步枪，让枪管朝向目标。下达“射击”命令后，全排所有士兵同时开火。在“据枪”和“射击”这两个口令之间，军官需要自行默数4个数，以便给士兵留出足够瞄准的时间。完成齐射后，第1列人员不用等待命令就应当迅速起身，全体官兵都要迅速装填并将步枪上肩。
[48]



射击方式也有好几种：以排为单位射击、以分营（相当于两个排）为单位射击和以伍为单位射击。以排为单位射击是从右向左进行的，先是让奇数排开火，然后才轮到偶数排（1、3、5、7、9、2、4、6、8、10）。第2排排长需要在第3排排长下达“射击”命令后立刻下令“预备”，在第9排排长下达“据枪”命令后立刻下令“射击”。
[49]

 这样，第2排就能够抢在第9排之前开火，整个营横队正面也可以连续维持火力。应当注意到，俄军条令规定的以排为单位的射击次序与弗里德里希二世步兵条令中规定的次序存在差异，后者的具体做法如下：先是右翼排（第1排）开火，然后轮到左翼排（第8排），接下来是右起第二个排（第2排），左起第二个排（第7排），以此类推（1、8、2、7、3、6、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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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步兵连，1797—1802年



1-上尉　4-准尉

2-中尉　5-军士

3-少尉　8-列兵

在营的左翼连中，上尉应当位于左侧，中尉位于右侧，少尉处于中央，准尉身处左侧的排后方，右侧的排后方不设军官，而标有*的军士则放在第3列的左侧（上尉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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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营的中央连（第3连），1792—1802年



1-上尉　5-军士

2-中尉　6-掌旗士官生（每连1人）

3-少尉　7-上士（每连1人）

4-准尉　8-列兵

在第一个营（右侧的营）中，标有**的军士位于第3列。

在第二个营（左侧的营）中，标有*的军士位于第3列。


团需要接受训练，学习如何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团成纵队的方法与连相同，也要练习在全团陷入混乱乃至被打散的情况下沿任意方向列成横队。其训练方式如下所述：首先需要命令士兵朝不同方向散开，然后发出信号，接下来再让士兵根据军旗所在位置迅速集结，列成横队。
[51]



在和平时期，每个连每周都需要全连集训两次，每个营也需要全营集训两次，剩余三天则留给士兵休整。战时，每个营也必须每周训练两次，而且尤其要强化射击训练。
[52]



每个营都配属了两门来自团属炮兵的火炮，火炮在行军时应当位于全营前方，战时则位于该营右翼。
[53]



条令还规定了将领和军官在交战之前和交战过程中的职责。军官在战前需要查验枪支，确保其中装有弹药并配有新的燧石。营长应当负责确保每一名士兵的枪膛里都要装填1发子弹，弹药盒里还留有59发子弹。如果时间许可，士兵就要放下背包。在作战中，军官需要密切关注队列情况，让队列保持平直。他们还要鼓励士兵，并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懦夫也留在队列里。第一条步兵战线和第二条步兵战线的前后距离是300步。当步兵朝敌军方向行进时，鼓手要敲击军鼓、乐手要演奏乐器、军旗也要飘扬起来。旅长和团里的高级军官需要关注各个团的状况，让它们维持良好队形，并使各团保持齐平。如果某位士兵或军官夺取了敌方军旗或战鼓，士兵就会得到金钱奖励，军官则可以晋升一级。在交战中未能履行职责的军官则应当被逐出军队。
[54]



1796年步兵条令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描述了军队在行军、舍营、野外扎营以及驻守城市或要塞时派出各类前哨、哨兵、卫兵、巡逻队的方法，并指出了这些部队的具体职责和应当部署的地点。还有很多篇幅充斥着对于仪式性队形和行进的详尽描述，此外也提到了和平时期的各类职责和兵役的诸多细节。

总的来说，1796年步兵条令有些内容令人困惑，某些部分更是含糊不清。关于以排为单位的行进间射击（进攻时的排射击），条令中的说法并不清晰。条令描述了以排为单位的纵队通过翼侧行进展开成横队的做法，可这只适用于一个连，至于一整个营如何展开，条令却没有提及。条令中虽然提到了各个营之间的横向间隔，
[55]

 却并没有规定其具体宽度。快步或倍步根本没有出现。1796年步兵条令中对如何列成方阵只字不提，这一点令人惊讶，条令中仅仅提到了下列内容：如果一个从主力军中分遣出去或执行护送任务的营遭遇了敌方骑兵，它就要列成方阵。
[56]

 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1750年普军条令中却阐述了如何让一个完整的团列成方阵。
[57]

 或许俄军条令的编纂者认为团方阵已经过时了，因此没有把它纳入1796年的俄军条令。

在各种队形中，1796年步兵条令仅仅对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和横队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以分营（分营由两个排组成）为单位的纵队只是被视为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时的过渡队形（也就是应当先将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然后再展开成横队），
[58]

 但条令中并未对它详加描述，1763年步兵条令却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团纵队、营纵队——其中也包括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乃至团方阵。
[59]

 1796年步兵条令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对士兵训练科目多有描述，而1763年步兵条令只提及了队形和队形变换。

1794年，一本名为《关于队形变换的战术准则或教令》（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ила или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воинским эволюциям
 ，以下简称《战术准则》）的著作在圣彼得堡首度出版。这本书译自普鲁士将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冯·萨尔德恩（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的教令，这些教令在18世纪70年代汇编成册，在欧洲广为传播，到了80年代就已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
[60]

 与1796年条令相比，这本书对以排为单位行进间射击和以分营为单位的营纵队、营方阵等队形、队形变换和战法的描述与解释更为详尽。这本《战术准则》在帕维尔统治时期至少再版了两次（1797年和1798年），所以，这本书可能会被视为现行教令，也可能被人当作条令的补充说明。

按照《战术准则》的规定，常步在前进时是每分钟75步，退却时是每分钟70步。《战术准则》规定变向和展开都要以倍步完成——也就是步速两倍于常步，但步幅短于常步的步法。
[61]

 俄军在行进中可能并没有使用倍步。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帕维尔一世统治时期，某些俄军文件规定在变向、展开和变换正面时使用每分钟120步的快步〔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于1774年为第1掷弹兵团撰写的《致连长先生的教令》（Инструкция господам ротным командирам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此书在1796年最后一次出版
[62]

 〕。

根据萨尔德恩教令及《战术准则》的规定，以排为单位的射击次序与弗里德里希二世条令中的次序存在差异。条令规定各排应当从两翼到中央依次开火（1、8、2、7、3、6、4、5），萨尔德恩教令（和《战术准则》）则要求先让奇数排从右向左开火，再让偶数排以同样的方式开火（1、3、5、7、2、4、6、8）。如你所见，1796年步兵条令规定的以排为单位射击的方式源自萨尔德恩教令而非弗里德里希二世条令。

应当注意到，《战术准则》对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的描述更为细致，其具体内容与1796年步兵条令也略有差异。两者的射击流程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奇数排先开火，从第1排（右翼排）开始各排依次射击，当第1排排长下令“据枪”时，第3排排长应当立刻下令“预备”，第1排下令“射击”且射击完毕后，第3排排长就应当立刻下令“据枪”，以此类推。然后就该轮到偶数排开火了，但《战术准则》在这里与条令存在分歧，该书规定第2排排长应当在第7排执行“据枪”动作时下令“预备”，如果第2排排长既听不到第7排排长的命令也看不到第7排在做什么动作，他就应当在第5排开火后立刻下令“预备”，在第7排开火后立刻下令“据枪”。

这可能是在假设就算第2排排长听不到第7排排长的命令，也看不到第7排在做什么，但他还是可以看到开火时的闪光，听到其他排齐射时的声响。在偶数排开火完毕后，奇数排应当再度开火：第1排排长应当在第8排奉命“据枪”时或第6排射击完毕后下达“预备”命令。
[63]

 上述差异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战术准则》是为分成8个排的步兵营撰写的，而1796年条令则是针对分成10个排的步兵营。

《战术准则》中规定的以排为单位行进间射击如下所述：步兵营应当以每分钟75步的正常步频行进，但士兵需要采用非常小的步幅——一只脚的后跟向前迈到另一只脚的大脚趾旁边。将要射击的排需要先以正常步幅向前走3步，然后一齐射击，接下来留在原地装填，别的排在此期间以小步追上该排，此后，这个排和其他排一同行进，直到再次轮到它射击为止。
[64]



《战术准则》还描述了列成营方阵的多种方法，
[65]

 但这些方法都是为8排制步兵营设计的，所以它们只能适用于独立的掷弹兵营，因为它们下辖4个连，可以分成8个排，而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里的营都下辖5个连，得被分成10个排。后者可能会根据第三章“步骑对抗”中图11展示的方法列成方阵，也可能会使用普军1799年条令中描述的一种方法。
[66]

 书中还提到了以分营为单位的营纵队，将它描述为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过程中的过渡队形（见第五章“横队与纵队”图14）。
[67]



总的来说，《战术准则》是对俄军1796年步兵条令的有益补充。与作为俄军条令基础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条令相比，萨尔德恩的教令——它被译为《战术准则》——阐述了一些全新的做法。



猎兵



俄军中的猎兵最初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当时的俄军会从火枪兵团中选出身手敏捷、射击精准的小队人员，将他们称作猎兵。1770年，俄军将猎兵从火枪兵团中剥离出来，编组成独立的猎兵营，由于这些猎兵营很快就充斥着普通的新兵，它们也就不再是精选射手了。
[68]

 猎兵的数目逐渐上升，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末期，俄军已有整整10个猎兵军，每个猎兵军分别下辖4个猎兵营，此外还有3个独立猎兵营。于是，猎兵就从精选射手变成了普通轻步兵。科希丘什科对俄军猎兵评价极高，按照他的说法，俄军猎兵身手敏捷，擅长隐蔽自身，可以长途行进却不被发觉，而且能够灵活快捷地进行机动。
[69]



帕维尔在1796年下令将全体猎兵改编成20个五连制独立营。每个营应当有2名校官、21名尉官、50名军士、10名号手、750名猎兵、60名编外人员（每连12人）和64名非战斗人员。1797年5月17日/28日，帕维尔下令将猎兵改编成团：每个猎兵营都分成两个营，改称为团，但每个新猎兵团中的人数仍然几乎与旧猎兵营保持一致。这样，猎兵的整体数量就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根据1798年1月5日/16日推行的新编制，每个猎兵团应当包括2名校官、32名尉官、50名军士、21名号手、640名猎兵和132名非战斗人员，猎兵团中不应当再有编外人员。
[70]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开始计划让所有猎兵都装备线膛马枪——它在俄军中被称作线膛短枪（штуцер
 ）
①

 。换装不可能很快完成，于是，猎兵仍旧装备滑膛枪而非线膛短枪。1800年年底，俄军决定在猎兵团中只给每个排里的一半列兵和所有军士配备线膛短枪，另外半个排仍然配备滑膛枪。
[71]

 然而，俄军甚至很可能并未达到这一装备比例。

1796年步兵条令中并未提及猎兵，也没有谈到步兵的散开队形战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所有欧洲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当某支军队创立了正规轻步兵后，轻步兵要和战列步兵使用同一部条令展开训练，此外还需要根据单独刊行的教令进行散开队形战斗训练。这样的教令起初是某些轻步兵军官的个人创造，后来可能是其中最受欢迎的教令获得了官方认可，也可能是有人以某几部教令作为基础给全体轻步兵编纂了一部通用教令。

俄军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1765年法令虽然宣布在步兵团中建立猎兵小队，却只就猎兵如何机动和在战斗中扮演何种角色给出了一些极为简略的指导意见。关于猎兵的训练，目前已知的最早一份详尽教令是《关于步兵一般勤务与猎兵特别勤务的注解》（Примечания о пехотной службе вообще и о егерской особенно
 ，以下简称《注解》）。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
 ）在1785年被指派为布格河猎兵军军长，其后不久便于1786年6月16日/27日颁布命令，在下属部队中推行这部《注解》。库图佐夫在成为布格河猎兵军军长之前从未指挥过猎兵，他在步兵中只指挥过掷弹兵。所以，他的《注解》可能是以其他几份目前尚未发现的教令或某些外国教令为基础编写的。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亚布洛奇金（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блочкин
 ）在1955年刊布了《注解》，他声称该书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部用于轻步兵作战训练的教令，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截至1786年，欧洲各国早已出现了诸多与轻步兵训练和作战相关的论述与教令，比如一本名为《小战争，或论轻型部队的战时勤务》（La petite guerre，ou Traité du service des troupes légères en campagne）的法文著作，它于1756年在巴黎出版。该书作者是某个名叫托马·奥古斯特·勒鲁瓦·德·格朗迈松（Thomas Auguste Le Roy de Grandmaison）的人，他自豪地称自己为“兼任佛兰德志愿军骑兵中校的上尉”（Capitaine， avec Commission de Lieutenant-Colonel de Cavalerie au Corps des Volontaires de Flandre），此人在书中探讨了轻骑兵和轻步兵的作战行动。
[72]



早在1769年，法国就已出现了一部用于轻型部队的官方教令，这本书中同样收录了供轻骑兵和轻步兵使用的教令。
[73]

 著名的法国理论家吉贝尔在他出版于1772年的《战术通论》中对轻型部队的历史和用途进行了整体概述，还特地专门探讨了轻步兵。
[74]

 此外还有一本与轻型部队相关的法文书于1782年在巴黎出版，其作者是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菲利普·亨利·德·格里莫阿尔（Philippe Henri de Grimoard），该书论述了轻步兵和轻骑兵的队形、训练和用途。
[75]



库图佐夫作为一名颇有学识且通晓法文、德文的军官，很可能对一些有关轻型部队的外文著述和教令有所了解。从库图佐夫的《注解》文本中可以看出，他深知当时风行的先进训练技术，对以紧密纵队进行机动和展开的原理尤为熟悉。

关于库图佐夫的《注解》，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抄本原先属于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ракчеев）
 ，它出自一本名为《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各种战术笔记》（Разные т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Алексея Аракчеева
 ）的手抄本训练手册，是这本手册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一份名为《猎兵规则汇编，选自〈战术笔记〉且与条令相符》（Собрание разных егерских правил，выбранных из Т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писок и со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в сходствие Устава
 ，以下简称《猎兵规则汇编》）的文件由安东·米哈伊洛维奇·拉钦斯基（Ант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ачинский
 ）少将编纂而成。
[76]

 这份文件的颁布年份是1799年，拉钦斯基那时还是近卫猎兵营的营长。《猎兵规则汇编》中的某些部分与库图佐夫的《注解》存在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还有些地方干脆雷同，再加上标题中提到的《战术笔记》，这就可能表明拉钦斯基使用了阿拉克切耶夫那本《战术笔记》里的库图佐夫《注解》部分。
[77]



1810年，有篇刊登在《军事期刊》（Военном журнале
 ）上的文章在讨论猎兵战术时如此写道：“在我们的库图佐夫猎兵机动中，总会把一半人员留作预备队。”
[78]

 这里提到的“库图佐夫猎兵机动”最有可能是《注解》或基于《注解》的教令，因为根据《注解》的规定，猎兵营的各个排只能让一半的猎兵向前展开成散兵线，另一半则列成密集队形留在散兵后方。由于这篇文章在提到“库图佐夫猎兵机动”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那就显然表明《注解》在当时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甚至有可能在19世纪初仍然用于训练猎兵。因此，库图佐夫的《注解》对俄军猎兵的训练方式和战斗原则都有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注解》详加分析就颇有必要。

库图佐夫将瞄准射击训练视为猎兵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当他于18世纪80年代下半期担任布格河猎兵军军长时就曾在命令中反复提及瞄准射击。
[79]

 他在《注解》中建议使用高3.5阿尔申（约2.5米）的木板作为标靶，板上需要画出高2阿尔申又10维尔肖克（约1.87米）的人体轮廓并将其涂黑，其后方要设有宽、高都大于木板的土堆或沙堆，以便从中找到子弹并重铸成新子弹。每一名猎兵都需要始终使用同一支步枪射击，从而熟悉这支专属步枪。士兵要先接受训练，学习以跪姿在100步距离上射击标靶，然后是同一距离立姿射击训练，之后再练习向更远距离射击，但主要还是练习射击150步距离上的标靶。

库图佐夫简要地描述了弹道，解释了在对付不同距离上的目标时应采用不同的射击角度。他坚持认为应当向士兵解释清楚这一点。他指出每一支步枪都有自己的直射距离（弹道与瞄准线相交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通过试验找出，但以下准则总体而言还是正确的：距敌100步时应瞄准膝盖，距敌150步时瞄准半人高处，距敌200步时瞄准胸部，距敌250步时瞄准面部，距敌300步时瞄准头顶上方半阿尔申处。
[80]



文中的“步”到底有多长？这一点并不清楚。在现存的唯一一份教令抄本中，它规定1步相当于0.75阿尔申（0.5325米），但这份文本写于帕维尔沙皇统治时期，当时，0.75阿尔申正是1796年步兵条令中的官方规定，然而，如果采用这个步幅，那么上文中提到的距离就太短了。不幸的是，1763年步兵条令中并未规定步幅。不过，库图佐夫的本意可能是相当于1阿尔申（0.71米）的步，因为在下文将要讨论的苏沃洛夫教令中就时常提到这一步幅。

猎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确接受了瞄准射击训练。但训练质量可能得严重依赖于军官的意愿和能力。猎兵军每年得到的铅是基于每名猎兵每年射击6发子弹的假设测算出来的。库图佐夫则命令每年给每名猎兵发放10发铅弹。
[8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莫索洛夫在1789—1794年间曾是立夫兰猎兵军里的一名军官（他先是第3营少校营长，后升为中校，并指挥第2、第3营），此人指出自己曾训练士兵“准确瞄准、快速装填，［学习］应当如何使枪”，甚至开展了射击移动靶训练。在这种训练中，一名猎兵需要用绳子拖动一人高、1.5阿尔申（1.067米）宽的木靶，准备射击的猎兵们则相隔20步站开，依次对准移动靶射击。值得注意的是，莫索洛夫还提到有许多子弹命中了木靶。莫索洛夫的猎兵后来被并入巴格拉季翁猎兵团（后改称第6猎兵团），该团曾参与1799年的意大利——瑞士战局。
[82]



库图佐夫规定猎兵应当接受以二列和三列队形展开机动的训练：二列队形更便于射击，但在发起刺刀冲击时威力却不够强劲，因此，猎兵在独立行动时应当排成二列，在与战列步兵一同行动时则要排成三列。
[83]



教令中提到了三种步速：常步（每分钟80步）、快步（每分钟120步，应当用于队形变换和冲击场合）和跑步。教令并未规定跑步的步速，但它只用于已列成散开队形或分成若干小队的猎兵，而且连续跑步的距离也不能超过400步。
[84]

 拉钦斯基少将在《猎兵规则汇编》中指出，跑步速度不应当超过每分钟350步。
[85]

 可以注意到，吉贝尔也提出过类似的步速层次：常步（pas ordinaire），每分钟80步；双倍步速（pas doublé），每分钟160步；三倍步速或跑步（pas triplé，pas de course），每分钟200—250步。
[86]



库图佐夫要求猎兵应当接受步兵基本队形、队形变换和战斗方式的训练，其具体内容如下：

1.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行进，这应当用于敌军可能出现在左侧或右侧的情况下，此时只需各排转动90°就可以列成横队；

2.以伍为单位行进，这可以用于让一个已经列成横队的营向左或向右移动较短距离的情况，也可以用于将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

3.以紧密纵队行进，此时让纵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向左或向右以伍为单位行进即可展开成横队。
[87]



库图佐夫主张“以完整的分营”列成紧密纵队，也就是说，他要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此外，他还提到了紧密纵队以中央为基准同时向左右两侧展开。这些主张也反映出吉贝尔战术思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注解》规定，猎兵应当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1.在骑兵无法掩护主力部队行军的地段掩护主力行军；

2.扼守隘路；

3.将敌军逐出林地或密集的灌木丛；

4.守卫林地——不论是否设有鹿砦；

5.将敌军逐出村庄、墓地、多石地段或沟渠地段，守卫村庄、墓地、多石地段或沟渠地段；

6.掩护正在列成横队或在起伏地带行进的己方步兵。

为了掩护大部队以纵队行军，猎兵应当以排为单位分配到行军纵队正面和侧面，每一位排长都要让一半兵力再向前100步，列成由若干对猎兵组成的散兵线，这条散兵线中不应当留有较大的空隙，其目的就在于掩护正在行军的大部队。
[88]



猎兵要想执行其他任务，就得接受四种机动训练。

第一种机动用于疏林地带、多石地带、大型公墓和建筑密度不大的村庄。这种机动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用于掩护步兵纵队行进或展开。按照设想，猎兵在这种机动中的初始队形是全营排成二列横队。得到某一特定命令后，偶数排就要向前跑60步，列成单列的散开队形，第2列的每一名士兵都要来到同一伍中第1列士兵的左侧。

散兵线就此掩护了全营的正面，其中延伸到两翼之外的侧翼排散兵线还要稍稍向内折回。散兵线当中的士兵应当利用任何地面障碍物隐蔽自身，奇数排在散兵线之后60步处分别列成横队，各排之间还要留出宽度恰好与排横队相等的横向间隔。

当散兵通过林地或起伏地形后，就要在边缘地带停下来，依然列成密集队形的排则以伍为单位小步行进穿过散兵线，在散兵线前方的开阔地带列成留有间隔的横队，然后，散兵在奇数排之间的间隔处列成密集队形，这样，整个猎兵营就再度列成了完整的二列横队。

倘若有必要退却，偶数排就要在奇数排后方60步处列成散开队形，然后让奇数排以伍为单位跑步行进，以此穿过散兵线退却，在散兵线之后60步处停下来列成横队，并在各个横队之间留出横向间隔，准备好在敌军敢于发起追击时予以反击。在发出一个特定信号后，原先位于第2列的散兵就要往回跑30步，在第一条散兵线与奇数排的中间线上列成第二条散兵线，再次发出同一特定信号后，奇数排也要自行散开，这样就形成了第三条散兵线。

发出下一个信号后，第一条散兵线就要跑步通过第二、第三条散兵线，第二条散兵线则要在第一条散兵线通过它时跟随第一条行动，这两条散兵线都得在第三条散兵线后方60步处停下来，列成各排之间留有横向间隔的横队，这样，奇数排就列成散开队形，偶数排则列成有间隔的密集队形。

然后，这个机动就应当一再重复，直至猎兵退到林地或起伏地带边缘为止，然后，列成横队的排会停在距离林地边缘60步的开阔地上并留出间隔，散兵穿过各个横队之间的间隔，在横队后方10步处列队，最后再进入横队就位，这样，整个猎兵营就再度形成了完整的二列横队。
[89]

 后来，库图佐夫在1788年废除了第一种机动中退却时的双散兵线，转而命令散兵以单散兵线退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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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第一种猎兵机动

第二种机动得用于异常崎岖的地带或林地，那里的能见范围往往不超过60步。偶数排先向前跑步跃进，其中的第1列士兵在距离奇数排60步处列成一条散兵线，第2列士兵在第1列散兵线和奇数排正中间列成另一条散兵线。发现敌军后，第一条散兵线应当开火，第二条散兵线随后跑步跃进，穿过第一条并在其前方30步处停下来，直到第一条散兵线上的猎兵装填完毕后再开火，然后，第一条散兵线跑过第二条，同样等到后方猎兵装填完毕后再开火，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猎兵冲出能见度有限的区域为止。如果在退却时有必要通过这类地域，偶数排就应当同样列成两条散兵线，但散兵线应当位于奇数排后方，然后奇数排穿过这两条散兵线退却，散兵线随后交替退却。
[91]



第三种机动应当用于密林地带和沼泽，就连散兵线都无法在上述地带通行，猎兵也就只能沿着狭窄的道路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行进。在每个偶数排中，第1列最右侧的士兵走在前头，该排第1列其余人员依次右转行进，然后跟随最右侧人员前行。当第1列人员列成这样的一路纵队后，该排第2列人员就要以同样的队形紧随其后。这样，每个偶数排就会列成一路纵队，沿着对应的道路前行。在遭遇敌军后，位于纵队最前头的猎兵就应当开火，然后朝路边走一步、站定并装填枪支。第二名猎兵走到第一名猎兵之前两步，开火，然后也要朝路边走一步、站定并装填，其余人员以此类推。当偶数排来到能够列成散兵线的地方时，他们就应当展开成散兵线，奇数排随后也得尽可能快地沿着道路行进。
[92]



第四种机动（见图32）用于需要通过隘路的情况。右半个营的军官和士兵向左转，左半个营向右转，位于中央的两个排肩并肩地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其余各排紧随其后，这样，整个猎兵营就形成了一个四路纵队。当纵队先头人员走出隘路后，两个先头排就得在跑步行进中完成90°转弯，以此组成横队中部，其余各排跑步前进，各个伍依次在中央排两侧列队。如果有必要让这样的纵队列成方阵而非横队，组成方阵正面的排就要在跑步行进中90°转弯列成正面，组成侧面的排沿对角线方向朝前跑到预定位置，组成背面的排则要先是以伍为单位跑步前进，然后赶赴方阵的凸角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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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第四种猎兵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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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797—1802年的中队



1-中队长

2-军衔仅次于中队长的军官

3-军衔仅次于2的军官

4-军衔仅次于3的军官

5-胸甲骑兵准尉或龙骑兵中尉

6-胸甲骑兵准尉或龙骑兵少尉

7-掌旗士官生

8-军士

9-列兵

在左翼中队中，需要将一名军官部署到中队第1列左侧。


教令在总结部分指出，士兵在散开队形中的平均间隔应为3步左右。
[94]



所以，猎兵在交战中的角色是到战列步兵和骑兵无法作战的地带参与战斗，掩护其他部队的行军、展开，乃至在必要情况下掩护退却。前文提到过芬兰督察区的部队曾于1800年8月9—10日/20—21日在加特契纳举行演习，猎兵在这场演习中掩护火枪兵和掷弹兵由纵队展开成横队，然后从步兵战线间留出的间隔里通过，列成第二条战线。此后，米歇尔索嫩（Michelsohnen/Михельсон
 ）少将的猎兵团（后改称第1猎兵团）占据了右翼的一片林地，最后又列成散开队形掩护4个营的战列步兵成纵队退却。格沃兹杰夫（Гвоздев
 ）少将的猎兵团（后改称第2猎兵团）则负责支援一个炮群，它部署在炮兵后方并负责掩护炮群退却。
[95]



1796年骠骑兵条令中也在前卫战和护运部分简略地提到了前卫部队中的猎兵活动。前卫部队可以由骠骑兵、骑兵（胸甲骑兵或龙骑兵）、猎兵和骑炮兵组成，前卫部队前方还要安排若干骠骑兵前哨。
[96]

 在前哨阵地上还可以配备30人规模的猎兵小队。如果前卫部队遭到敌军攻击，猎兵就要迅速找到适当的掩蔽物——壕沟、坑洞、巨石、灌木、农庄、堤坝和栅栏，并着手射击敌军。
[97]



当车队运输食物或弹药时，负责护运的混合部队可以包括骠骑兵、龙骑兵、猎兵和火炮。这支部队有必要抽出骠骑兵前哨部队向敌军可能会出现的方向推进20—30俄里（约21—32千米），还要让猎兵小队离开主力部队，向骠骑兵前哨方向行进10—12俄里（约11—13千米），以此为骠骑兵提供支援。此外还有必要让可靠的军官指挥小股猎兵控制可能会被敌军分遣队用于截击车队的堤坝、桥梁、磨坊、树林和隘路。如果遭遇敌军攻击，这些猎兵小队应当及时将战况告知护运部队指挥官，并据守阵地为负责护运的其他部队争取设防时间。如果前来进攻的敌军分遣队实力强大，不仅拥有骑兵，还拥有步兵和火炮，那么车队指挥官就应当选择适宜防御的阵地列成车堡（由马车组成的闭合工事），及时将敌军正在攻击车队的消息告知距离最近的己方主力军、要塞驻军或分遣队，用尽一切手段据守最近的高地等待救援。
[98]





1796年骑兵条令



俄军拥有两部1796年骑兵条令：一部用于胸甲骑兵和龙骑兵，另一部用于骠骑兵。这种划分是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条令的仿效：在18世纪中叶，只有重骑兵和龙骑兵被视为名副其实的骑兵，骠骑兵则被视为辅助性的非正规骑兵。到了18世纪末，这种划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条令一分为二实际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两部条令非常相似，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相互复述，因而在后文将一并讨论。

根据条令规定，每个胸甲骑兵团或龙骑兵团由10个连组成，这10个连会编组成5个中队。每个骑兵团中有37名军官，其中也包括1位将领（即团主）。每个胸甲骑兵团中有6名校官，每个龙骑兵团中有3—5名校官。每个胸甲骑兵中队包括7名军官、14名军士、2名号手和174名胸甲骑兵。每个龙骑兵中队包括7名军官、14名军士、2名号手、1名鼓手和186名龙骑兵（每个团中有2个中队仅有185名龙骑兵），而且每个中队在和平时期有12名列兵并不配备战马。此外还存在一些由10个中队或20个连组成的龙骑兵团。
[99]



每个骠骑兵团都由10个中队组成，团会编组成2个营，每营各辖5个中队。每个骠骑兵团中有7名校官或将官——其中包括1名将领（团主）——和44名尉官。在和平时期，每个骠骑兵中队由5名军官（第1中队拥有6名军官）、9名军士、2名号手和132名骠骑兵组成。在战争时期，每个骠骑兵中队要补充12名列兵，还要将2名“应当晋升的老资格骠骑兵”晋为军士。
[100]



根据1798年推行的骑兵团新编制，每个骑兵中队的列兵数目都有所下降：每个胸甲骑兵团或龙骑兵团拥有640名列兵（每个中队128名列兵），每个骠骑兵团拥有1280名列兵（同样也是每个中队128名列兵）。在和平时期，每个胸甲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中队里有8名列兵不配备战马。每个骠骑兵中队在战时补充12名骠骑兵并将2名骠骑兵晋升为军士的规定也遭到了废除。
[101]



所有将要成为骑兵的新兵最初都要接受徒步训练。新兵需要单独接受站立和无武装行进训练，以便学会“挺拔站立、处事麻利”。
[102]

 然后，未来的胸甲骑兵和骠骑兵要学习使用马枪，未来的龙骑兵则要学习使用步枪。骑兵条令指出：

只有在执行警戒任务和敌军发动突袭时才需要使用枪支；因为经验教导［我们］，下马龙骑兵在交战中几乎不可能派上用场，更谈不上有必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通常都会造成损害，因为就服装和装备而言，龙骑兵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步兵，更甚者，控制马匹会给龙骑兵带来极大的麻烦。
[103]



尽管如此，骑兵条令还是规定，当龙骑兵团不得不下马作为步兵作战时，每个中队要从每一列当中抽出3名士兵掌控马匹。
[104]

 《骠骑兵条令》则严格禁止在作战中让整个骠骑兵中队下马作为步兵参战。
[105]



此后，每一名新兵都要单独接受上马、乘马和下马训练。
[106]

 当未来的骑兵能够熟练骑行后，他就要学习使用主战兵器：在马上持刀剑砍杀、格挡以及使用手枪射击。
[107]



随后进行的是队列训练。每个中队要分成4个排，
[108]

 还要排成二列，其原因正如骑兵条令所述：“经验教导［我们］，第3列没有必要存在，它几乎导致每一种机动都无法执行，［要是第3列存在］，人员或战马在倒下后就会面临高度危险。”
[109]

 虽然如此，要是某个排里的伍多于15个，那就最好还是排成三列而非二列，因为太宽的横队正面会令机动变得困难，也会导致军官难以监管部队。不过，鉴于通常会有一部分骑兵留在团的兵站里，还有一些骑兵会被分派出去执行其他任务，列成三列的情况还是非常罕见。中队要把最轻捷、最强壮的战马部署到侧翼。
[110]

 在骠骑兵中队里，最好的战马要放在第4排。
[111]

 这种做法的理由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在长途行军中，骑兵通常会列成二路纵队。
[112]



队列训练的第一阶段是训练一个中队执行以排为单位的简单机动。要让以排为单位、以右翼为基准（也就是第1排位于纵队前头，其后方各排的数字番号依次递增）的中队纵队展开成横队，第1排就得以跑步先直线前进，再朝右前方斜向行进，第2排直线前进，第3排和第4排朝左前方斜向行进。要让横队收拢成以排为单位、以右翼为基准的中队纵队，第1排和第2排就得跑步前进，向前推进相当于半个中队横队正面宽度的距离，然后第2排减慢速度，第1排朝左前方行进，第3排和第4排朝右前方行进。上述所有机动都要以跑步完成。中队也可以采用类似方式列成以左翼为基准的纵队（第4排位于纵队前头，其后方各排的数字番号依次递减）。
[113]



下一步是训练骑兵以四人、排和中队为单位执行直角转弯。
[114]

 四人一组转弯只有在需要略微改变队形正面朝向或朝左右两侧行进距离不长时才会用到。任何更为复杂的机动，如中队正面掉转方向、中队全体后撤或朝左右两侧行进较长距离都需要以两人一组的方式转弯。此外，骑兵条令指出两匹马的宽度就相当于一匹马的长度，
[115]

 尽管19世纪有许多骑兵认为三匹马的宽度才相当于一匹马的长度，因而建议采用三人一组转弯。从中可以看出1796年条令规定的骑兵队形密度要低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数欧洲骑兵的队形密度。19世纪的欧洲军队并不会采用两人一组转弯，且认为四人一组转弯不如三人一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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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中队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展开成横队；

2.中队由横队收拢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

	
图35.中队由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展开成横队





条令中的确提到了全团一齐180°转弯，但认为它是一种不能在敌前成功执行的机动，建议仅将该机动作为一种用于保持队列整齐的训练。
[116]



每个中队都要接受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进行机动的训练：练习在行进中保持各排间的必要距离、改变行进方向以及各排90°转弯展开成横队（见图35）。
[117]



下一阶段要进行全团机动训练（见图36）。为了将以中队为单位的紧密团纵队展开成横队，其中一个中队就要被指定为“第一”中队——这可以是任意一个中队，这个中队在展开时应当径直前进。其余所有中队需要两人一组向左侧或右侧行进，然后列成横队向前行进，直到和“第一”中队齐平为止。上述所有机动都要尽可能快地完成：根据条令的要求，由5个中队组成的骑兵团应当能够在一分钟内由以中队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展开成横队——即便在必要情况下以一侧为基准展开（也就是将纵队前头的中队指定为“第一”中队）也不应当超过一分钟。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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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团由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展开成横队（第3中队被指定为“第1中队”）


条令中规定了一条基本准则：如果需要冲击敌方骑兵，那么不管己方骑兵有多少个中队，都得列成中队之间不留横向间隔的连续战线，可如果是冲击敌方步兵，那么骑兵就只应当出动小股部队诱使敌军过早开火，然后才以可能留有间隔的主力战线发动攻击。在冲击中，骑兵要以快步行进500—600步，行进途中逐步加速，并在发出特定号声后转为跑步。在距离双方预期交战地点还有80—100步时，团主就得命令号手吹奏冲锋号，然后他得下令“前进，前进”，士兵随后就要拔出刀剑并催促战马全速前进。
[119]



根据条令规定，要想成功完成一次骑兵冲击，就得遵循以下准则：骑兵需要沿直线行进——这是位于队形右侧的军官的职责，整条战线需要严格保持齐平和连贯；如果有一匹或多匹战马倒地，导致战线中出现缺口，就需要战线后方的军官立刻下令填补缺口。
[120]

 战线的齐平也取决于右翼，正如条令所述：“让左翼跟上右翼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在漫长的战线中，可以看到左翼就算耗尽马力也无法跟上［正在奔驰的］右翼。”
[121]



要想成功地冲击敌方步兵，就有必要让骑兵战马事先熟悉步枪射击的声响。根据条令中的建议，当骑兵在训练中冲击步兵时，步兵得给骑兵让出道路，让骑兵穿过步兵战线。另一方面，为了让步兵习惯于击退骑兵冲击，骑兵也得推进到离步兵尽可能近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等待步兵开火，随后掉头走开。
[122]



为了侧翼包抄平行于骑兵队形正面的敌军战线，骑兵就要以四人一组的方式执行直角转弯，以大快步向右侧（或左侧）行进。当侧翼中队的指挥官看到他的部队超出敌军对应侧翼1.5—2个排横队正面宽度时，他就得给团长发出信号，团长转而命令全团再度列出面朝敌军的横队，在必要情况下还要立即以跑步发起冲击。
[123]



骠骑兵也可以使用这种机动。
[124]

 不过，如果几个骠骑兵团身处对抗敌军骑兵的第一线，它们就得尽力攻击敌军侧后方，尽量避免正面攻击敌军。为了做到这一点，骠骑兵就要以排为单位，用快步或跑步朝左侧或右侧直角转弯，以此尝试包抄敌军侧翼，让第二条骑兵战线正面对付敌军。
[125]



下文描述的冲击方式专门用于对付敌军步兵。以跑步发起冲击的骑兵战线奉命将步法调整为快步，然后，各个中队的第4排要迅速向前行进并散开队形，以便掩护所属团的整个正面，接着用手枪朝敌军步兵射击，以此诱使步兵开火。然后，团长就得下令吹起“集结”信号，听到集结号后，第4排人员就要尽快在主战线中第4排原先所处的位置前方集结起来（这就是第4排应当配备最好战马的缘故）。与此同时，主战线要以快步向前推进。随后，第4排在主战线中就位，整条战线一道发起全速跑步冲击。
[126]



如果骠骑兵团位于第一线之后300步处的第二线中，它们就可以用上文中描述的方式参与针对敌军步兵的冲击。位于侧翼的骠骑兵中队要绕过第一线的侧翼，其他所有骠骑兵中队也得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向前行进，穿越第一线里的间隔。当第一线号手给第一线中的第4排吹起“集结”信号时，骠骑兵就得跑步向前，在越过第4排之后散开，用手枪朝敌军步兵射击。射击完毕后，骠骑兵就得尽快绕过第一线侧翼，然后再度列成第二线。
[127]



此外还存在一种让骠骑兵从第二线发动冲击的方式：骠骑兵在第一线的侧翼列成以中队为单位的团纵队，当第一线发起冲击时，骠骑兵就要和它一起冲击，充当第一线张开的“两翼”，以便攻击敌军侧后方。
[128]



为了训练骑兵在混乱或分散情况下快速列队的能力，条令中还设计了一种训练方式，它被称作“散开冲击”。在完成一次常规冲击训练后，有一个团会奉命继续全速跑步行进，也不用保持队形。骑兵们要分散前进，同时，每个中队的军旗两侧各有3个伍以快步跟进。当团长断定士兵已经足够分散后，他就要下令吹响“集结”号，发出信号后，每一名骑兵都得跑向他的中队旗方向，尽快回到中队的队列当中，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位于他在中队里原先所处的位置，但最好还是尽力返回原先所在的那一列。当整个团列队完毕后，它就得“让马匹竭尽全力”，继续全速跑步展开冲击。
[129]



根据条令规定，骑兵团在发起攻击前需要派出几名军士或军官前出活动，以便侦察前方地形，告知指挥官岩石、沼泽、灌木、乔木等障碍物的情况。骑兵应当接受以快步绕过障碍物的训练。如果一个排在行进途中遭遇了路障，它就得向左侧或右侧斜向行进，并跟在某个邻近排的后方，跟随它直至主战线中出现可供归位的空隙为止。如果路障不大，那就不用让全排都执行这一机动，只要让几个伍参与其中即可。如果骑兵发现前方有一道壕沟或宽阔的水渠，排长就得下令第2列原地不动，让第1列先行跳过壕沟，在这之后才能让第2列也跳过去。
[130]



1796年骑兵条令和步兵条令一样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描述卫戍、巡逻、岗哨、护运等勤务。除此之外，《骠骑兵条令》中还囊括了与前卫战、后卫战、护运和前哨战中轻骑兵勤务相关的多个章节，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它还提到了与猎兵配合作战。

除骑兵条令外，还有一本名为《论骑兵勤务》（О службе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的小书。这本书并未列出出版年份，不过可能出版于1794—1796年。这本书是对弗里德里希二世诸多教令的翻译汇总。书中主张在骑兵战线之间留出200—300步的前后距离。
[131]

 该书包括了一些用于骠骑兵的教令，其内容与骠骑兵条令相当类似（有些段落甚至完全一样），这些教令的主要关注点是包抄敌军侧翼。
[132]



书中还有一份写给骑兵少将们的教令，其中规定少将始终应当留有一支预备队，即便手中只有几个中队时也得这么做。
[133]

 如果地形导致骑兵不能以常见方式集群作战，骑兵就得跟随己方步兵行进，当步兵击溃或突破敌方步兵后，骑兵就要以纵队发动攻击，扩张己方步兵的战果。
[134]



1796年骑兵条令起到的作用要比1796年步兵条令积极一些：俄军骑兵并不像俄军步兵一样优秀，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骑兵在时人眼中却是18世纪欧洲的最佳骑兵，因此，对俄军骑兵来说，以弗里德里希条令为根基的骑兵条令可能是有益的。然而，骑兵训练的进步过程颇为缓慢：正如勒文施特恩所述，1799年的俄军骑兵战马训练状况不佳，军官的马术练习情况也不好。
[135]



帕维尔也规定了对骑兵战马的肩高要求。胸甲骑兵团的战马肩高应当不低于2阿尔申又1.5维尔肖克（1.490米），龙骑兵团不低于2阿尔申又1维尔肖克（1.467米），骠骑兵团不低于2阿尔申（1.423米）。
[136]

 可以注意到俄军这些要求是相对较低的：以1804年后的法军为例，即便是骠骑兵和猎骑兵所需的战马，其肩高也不低于4尺7寸（1.489米）。
[137]





炮兵



帕维尔统治时期最积极的变革发生在炮兵中。如前所述，叶卡捷琳娜末年的俄军火炮太过沉重，炮兵训练状况也不好。炮管和炮架并没有严格标准化。炮兵在和平时期的组织方式和步兵一样，还要接受使用各类火炮射击的训练，但只有到战役开始时才会拿到作战中使用的火炮，战时编制也与平时编制截然不同。炮手并不会接受火炮机动训练，因为炮兵在和平时期并没有足够的马匹，直到战争打响前夕才会配齐挽马。野战炮在机动时需要许多挽马，在战斗中移动野战炮也十分困难。随同各团作战的团属火炮口径又太小——它们通常是3磅炮。
[138]



帕维尔将轻便得多的火炮引入了他的加特契纳军。登上皇位后，他让全体俄军炮兵换上了新火炮。新的火炮包括12磅炮、6磅炮、½普特独角兽炮和¼普特独角兽炮（1普特=48俄磅）。独角兽炮（在英文文献中常被称作licorne）的设计目的是发射实心弹和榴弹（¼普特独角兽炮可以发射供12磅炮使用的实心弹，不过会产生较大的游隙），但通常不会使用实心弹。因此，它的用法和欧洲各国军队的榴弹炮大体相同，但独角兽炮的身管要比榴弹炮长一些。

俄国对炮兵磅的定义如下：1炮兵磅相当于直径2英寸的铁铸实心弹重量，也就是说1炮兵磅约等于488克。在磅数相同的情况下，俄军火炮的口径要略低于法军火炮，但仍然高于其他欧洲军队的火炮（详见附录）。

12磅炮分为两种类型——“中管”和“短管”，此外也存在“长管”12磅炮，但它们属于攻城炮兵。上述火炮拥有同样的口径，但“短管”的身管长度略短于“中管”，火炮全重和射击时使用的装药重量也都比较轻。

这种做法源自某些欧洲军队的炮兵使用两三种管长不一的12磅炮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到了18世纪末，大部分欧洲军队的野战炮兵中已经只有一种12磅炮，但俄军野战炮兵在整场拿破仑战争中都使用两种12磅炮，而且在同一个炮兵连中配备了这两种火炮。

帕维尔特别关注提高炮管、炮架质量和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化措施。
[139]

 为了缩短炮兵辎重车队在行军时的长度，小型两轮弹药车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引入的大型四轮马车。
[140]



帕维尔将野战炮兵以营为单位组织起来：它被分成了1个骑炮营和10个步炮营，每个营下辖5个连。

每个步炮营包括1名将领、33名军官、120名火工（军士）、960名列兵、11名鼓手、24名非战斗人员、575名辎重兵、60门火炮、15具备用炮架、80辆弹药车、40辆装载备件的马车、1个移动修械所、63辆其他马车、1004匹炮兵挽马和182匹驮马。

每个骑炮营包括1名将领、33名军官、120名火工（军士）、780名列兵、11名号手、25名非战斗人员、443名辎重兵、60门火炮、14具备用炮架、60辆弹药车、30辆装载备件的马车、1个移动修械所、62辆其他马车、654匹炮兵挽马、200匹驮马和840匹战马。

每个步炮连包括4门“中管”12磅炮、4门“短管”12磅炮和4门½普特独角兽炮。每个骑炮连包括6门6磅炮和6门¼普特独角兽炮。炮兵连成了和平时期依然存在的行政单位和战术单位，其士兵、火炮、马车、马匹数量都有具体规定。
[141]



每个掷弹兵团或火枪兵团都拥有团属火炮：4门6磅炮和1门¼普特独角兽炮，每个团设有一个炮兵小队负责使用火炮，小队成员包括1名军官、10名军士、50名列兵和30名非战斗人员。
[142]

 由于独角兽炮要和掷弹兵连一起抽调出来组建掷弹兵营，火枪兵团或掷弹兵团里的每个营都应当拥有2门6磅炮，每个独立掷弹兵营则是2门¼普特独角兽炮。
[143]



团属炮兵在作战时要跟随步兵营行动，每个营在右侧都要部署两门火炮。步炮连则用来编组成部署在重要地点的炮群，所以它们通常也会被称作“炮群连”。如果有必要将火炮移动到战线上的其他地点，就要将“短管”12磅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转移过去，因为这两种火炮要轻于“中管”12磅炮。骑炮兵则用于支援骑兵作战。
[144]



帕维尔极为关注炮兵训练。他引入了正规的机动训练和瞄准射击训练，皇帝本人也出现在圣彼得堡的年度炮兵演习上，还亲自给表现出色的炮兵颁奖。他要求任何一门火炮都应当能够在停顿十秒后开火（在此期间需要让火炮与前车分离并做好射击准备）。为了实现更好的瞄准射击效果，炮弹和火药的质量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145]



与此同时，炮兵依然存在若干重大缺陷。两门火炮间的横向间隔仅有18尺（3.36米，1俄尺=0.305米），配备6—8匹挽马的火炮就很难进行机动和脱驾。帕维尔在1800年命令近卫骑炮兵将横向间隔改为20步，以便让每门火炮在套驾时都能顺利转向，可在步炮兵中，间隔宽度仍然没有改变。
[146]

 俄军炮兵使用的霰弹最大射程不超过200沙绳（约427米），有效射程大约是100沙绳（约213米），它们的射程和杀伤力都要远逊于法军的霰弹（在论述1801—1809年俄军炮兵的章节中会更详尽地讨论霰弹问题）。

帕维尔在1800年再度调整了炮兵编制：步炮兵编成了若干个下辖2个营的炮兵团，团属火炮也从步兵团中剥离出来并转入炮兵团。此外，不管帕维尔对炮兵的实战训练有多么关注，他还是在1800年将炮兵和工兵军官武备学校——它能够培养出接受过良好炮兵训练的军官——并入了第2军官武备学校，而那所军校此时已不再设立专门的炮兵教育课程，它当时的课程几乎与第1军官武备学校（原陆军军官武备学校）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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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苏沃洛夫与1799年战局

俄军在1799年参与了对法战争。一支小规模部队奔赴意大利，另一支前往瑞士，这两支部队都要和奥军联手作战，第三支俄军则与英军一道试图从法军手中夺取荷兰。

1799年初的俄军共有3个团又1个营的近卫步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下辖2个掷弹兵营和3个火枪兵营）、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下辖1个掷弹兵营和2个火枪兵营）、伊斯梅洛沃近卫团（下辖1个掷弹兵营和2个火枪兵营）以及近卫猎兵营，所有近卫营都下辖5个连〕、13个掷弹兵团、68个火枪兵团、20个猎兵团、3个近卫骑兵团（骑马近卫团、近卫骠骑兵团、近卫哥萨克团）、19个胸甲骑兵团、18个龙骑兵团、9个骠骑兵团、2个“骑兵”团（波兰骑兵团和立陶宛——鞑靼骑兵团，各辖10个中队，这两个团的第1列士兵装备骑枪）、2个正规哥萨克团、1个近卫炮兵营（包括3个步炮连和1个骑炮连）、13个步炮营、1个骑炮营和81个轻型“炮兵小队”（每个掷弹兵团或火枪兵团均配备一个“炮兵小队”）。
[1]



著名的俄国元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被派去指挥意大利战场的俄军和奥军。早在帕维尔登基之前，苏沃洛夫就已获得元帅军衔，拥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就部队的战术和训练拥有独到的观点和手段。他认为帕维尔引入的普鲁士式体系不仅过时，而且并不适合俄军。关于帕维尔的步兵训练条令所依据的图书《试论野战艺术》，他以嘲讽的笔调写道：“那本《试论》写在给老鼠啃过的一张羊皮纸上，被人从古老城堡废墟的角落里发掘出来。”
[2]

 自从帕维尔剥夺了元帅们在和平时期统帅部队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训练部队的权力之后，苏沃洛夫看到自己被投闲置散，便以“健康原因”申请离职一年，
[3]

 而帕维尔干脆将他逐出了军队。然而，奥地利方面还是要求帕维尔派出苏沃洛夫——众所周知，他曾在1789年成功地与奥军联手对土作战。另一个指派苏沃洛夫的理由是，俄国没有一位将军的经验和声望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关于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的俄军将领，朗热隆指出，他们只是和非正规的土耳其军队或训练并不完善的波兰军队交过手，尽管他认为苏沃洛夫或许是最优秀的俄军将领，可他仍然对苏沃洛夫能否击败由经验丰富的将领指挥的欧洲正规军——特别是由已经在1796年战局中名闻欧洲的波拿巴和莫罗指挥的法军——深表怀疑。
[4]

 甚至有些俄国人也认为苏沃洛夫对付不了法军。
[5]

 无论如何，苏沃洛夫在1799年按照自己的原则大获成功，他在意大利境内的多场会战中击败法军，其中最为重要也最著名的会战是特雷比亚（Trebbia）河会战（1799年6月7—8日/18—19日）和诺维（Novi）会战（1799年8月4日/15日）。在瑞士战场，苏沃洛夫发觉自己身处非常艰难的战略环境，他被限制在深山里，几乎被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彻底围住，可他还是突破了包围，率领筋疲力尽的残部逃出生天。

可以从苏沃洛夫写于18世纪90年代的几份教令中发现他对战术和训练的看法。这些教令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因而可以对其一并加以讨论。
[6]

 苏沃洛夫是坚决进攻、果断冲击的支持者。他十分重视训练部队，尤其重视训练刺刀冲击。他认为最重要的训练目标是让士兵习惯性地、无所畏惧地注视正在迫近的敌军集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训练时使用了名为“贯穿冲击”（сквозная атака
 ）的练习方式：部队会被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就像实战一样交替发起攻击。在和“敌军”面对面的时候，部队不应当停下来，而是要从“敌军”的各个伍之间（相邻各伍之间会预先留出较宽的间隔）冲过去。这样的模拟攻击有步兵对步兵、骑兵对骑兵以及步骑对战。当步兵迎击步兵时，处于“防御”态势的步兵应当让“进攻”方迫近到相距60—80步处再用空包弹射击，当“进攻”方迫近到相距仅有30步时，守方就要端起刺刀迎击，“交战双方”相互贯穿。而当骑兵冲击步兵时，步兵就得使用空包弹近距离射击。

有几份资料提到过这样的冲击训练方式。
[7]

 根据1812年战争中的著名游击队员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Ден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авыдов
 ）——他的父亲曾在苏沃洛夫麾下效力——的回忆，许多军官并不喜欢让步兵与骑兵展开贯穿冲击，因为其颇为危险：

或由于步枪的烟雾，或由于骑手过于急迫，或由于有些倔强的马匹偏离方向，突然就会有几名骑手冲进原本只能容纳一名骑手的间隔中——它将导致步兵队列中有人负伤甚至死亡。

达维多夫表示，苏沃洛夫得知这样的训练伤亡时，他通常会如此回答：“……四五个、十来个人会死去，四五千、一万人能够完成训练。”
[8]

 这种答复非常符合18世纪的理性主义精神——它颇似赛德利茨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答复。当时，国王对骑兵训练中出现大量事故感到不安，赛德利茨则如此答复：“如果您如此担心几个摔断了脖子的家伙，那么陛下就永远不会得到战时所需的无畏骑兵。”
[9]

 与训练不合格的军队相比，训练有素的军队能够取得更多的胜利，蒙受更少的损失，这样，训练中出现的个别伤亡将会在频繁发生的漫长战争中得到补偿。

苏沃洛夫还认为步兵“必须习惯于……刺刀战，用刺刀向敌军发出一击”。从上述说法和他建议士兵要“坚定地使用刺刀”来看，刺刀训练就是要让士兵做到勇猛、准确地用刺刀展开刺杀，并不涉及任何复杂招式。不过，刺刀训练仍然是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的其他欧洲军队甚至认为士兵没有必要练习使用刺刀。

尽管如此，苏沃洛夫的训练还是非常有用，因为在刺刀冲击或骑兵冲击中，拥有心理优势、能够较好地维持队形、冲击速度较快的一方通常都会取得胜利，进而迫使敌军溃逃。而这种简单的刺刀训练便赋予了俄军步兵极大的心理优势（除此之外，刺刀训练在对土战争中也相当重要，因为土耳其人以据守要塞、建筑的强大能力和娴熟地运用冷兵器闻名）。接受过苏沃洛夫式训练的部队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实战准备：步兵已经习惯了大群敌军的迫近，也习惯于朝正在迫近的敌军射击，而且做好了刺刀战准备，即便敌方骑兵冲入己方步兵队列当中，步兵也能够有效应对骑兵：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莱科（Lecco）战斗（1799年4月15日/26日）中，曾有两个法军骑兵中队冲入一个俄军步兵纵队中，俄军步兵既没有跑开，也没有投降，而是用刺刀把骑兵几乎屠戮殆尽。
[10]



朗热隆注意到这种训练方式对骑兵也非常有用，因为战马不会像通常的训练那样在步兵队形前方绕行或停顿，这就让战马习惯于冒着烟雾和嘈杂的声响直接冲入步兵队列，从队列内部的间隔中穿过。
[11]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训练中并没有胜负之分——双方都不用退却或停止冲击。这种训练对军官也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学会估测交战双方之间的距离，准确判断出在刺刀攻击中何时应当转入快步和跑步，或是在骑兵冲击中何时应当采用全速跑步。要是军官经验不足而且又未曾接受这种训练，那会发生什么呢？朗热隆对此给出了解释：

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指挥官既不能估测［敌我双方之间的］距离，也不能领会这样一种机动的用途，就喊出“上刺刀”［à la bayonnette］，让士兵跑步前进，有时甚至在距离［敌军］300步时就开始仓促跑步，这只会让自己的步兵陷入混乱，之后只能再把己方步兵上气不接下气地拉回原地。
[12]



因此，如果步兵在距离敌军300步时跑步发起冲击，他们就会气喘吁吁地以混乱队形迫近敌军，这样的冲击通常以失败告终，士兵只能撤回出发点。

即便在成功完成冲击后，部队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所以苏沃洛夫坚持认为要让部队接受尽快恢复队形的训练。他要求部队尽可能频繁地进行此类训练。在任何情况下，整队都要以位于最前方的士兵为基准——苏沃洛夫认为战斗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士兵寸步不退：“无论采用何种队形，无论如何整队，都不要后退。退步即死亡。”“要让人人都不敢后退0.25步。”

苏沃洛夫确信用他的方法训练出的部队优于其他任何部队。他认为迅猛冲击是最快捷且损失最小的获胜方式。苏沃洛夫指出：“许多人会在交火中战死。敌人也有同样的手，可他并不了解俄国的刺刀。列成横队，立即以冷兵器发起冲击。”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军步兵的火力并不比俄军步兵差，对射因而会造成大量伤亡，但如果发起坚决的刺刀冲击，敌军届时就将无力阻挡。

与此同时，苏沃洛夫并不认为只有俄军才能成功运用他的战法。他在1799年为奥军撰写了若干份教令，还派出一些俄国军官指导他麾下的奥军，训练他们按照同样的方法以刺刀发起攻击。在一份发给奥地利将领彼得·卡尔·奥特（Peter Karl Ott）的命令（1799年5月11日/23日）中，苏沃洛夫表示：“我希望部队不要在无谓的交火中浪费时间，［必须］始终毫不迟疑地以刺刀发起冲击，因为无数战例业已表明敌军挡不住这样的冲击。”
[13]



当敌军开始匆忙退却或逃跑时，正在冲击的己方步兵应当作何反应？关于这一问题，苏沃洛夫的看法与当时的普遍观点迥然不同。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中，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指挥官通常会决定让冲击中的己方步兵停下脚步——如果部队已经出现了混乱迹象，那还要迅速恢复队形，接下来朝退却中的敌军开火，使其彻底陷入失败，然后继续缓慢冲击。冲上去快速追击则被视为危险做法：己方步兵可能会乱成一团，变得无法控制，因此根本无法击退敌军新锐部队可能发动的反击。结果，退却或溃逃的敌军就能够快速离开己方步兵有效射程，然后停下来集结整队，继续展开抵抗。苏沃洛夫认为根本不应当给敌军留出这种重整队形的机会，而要断然展开追击。他说：

按照军事谚语，打倒敌军，痛揍它，而在猛烈追击中，不要给它留出恢复和整队的时间，不然就又变得势均力敌了。

……逃跑的敌人会在追击中消亡。正在逃窜的敌人会自愿求饶。要么死，要么被俘，都一样。

……敌人在逃跑时会带走步枪火力。敌人不射击，不瞄准，不装填，［因为］这些将给逃跑带来许多不便。

如果用刺刀追击敌军，他就射得更少，因此，不要停下，而要用刺刀促使他加速溃逃。
[14]



参与过1799年意大利、瑞士战局的军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俄军步兵以刺刀冲击迅速击溃法军的许多战例。
[15]

 以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亚泽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Грязев）
 为例，他在1799年是罗森贝格（Rosenberg/Розенберг
 ）掷弹兵团（即莫斯科掷弹兵团）的一名上尉，格里亚泽夫的回忆录描述了这个团在诺维会战攻击法军的方式：

我们的大胆推进迫使敌军散兵和前置的小股部队退入山地……［我们］继续推进，将敌人赶入山地和城镇。在那里，我们遭遇了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他们打算去支援那正在退却的前线部队。这个纵队直接朝着我们营的中部前进；我们迅速端起刺刀朝他们猛冲，立刻将其击退，迫使敌军逃进城里避难。
[16]



格里亚泽夫如此总结与自己交手的法军给他留下的印象：

……必须公允地承认法军打得很不错，他们坚定、顽强、战斗技能娴熟；领导者表现得英勇、团结；作战部署扎实、巧妙；机动颇为迅速，要是俄军没能依靠更热烈的渴望、不可战胜的勇气和坚定的性格将其打退，他们的机动就能发挥出作用。任何漫长交火都不能迫使他们离开阵地，只有俄军的刺刀才行。
[17]



在二列横队与三列横队的争论中，苏沃洛夫作为刺刀冲击的支持者，也是三列横队的辩护士，他认为二列横队不够强，不适于发起冲击。但苏沃洛夫同时也承认二列横队便于射击。以1791年的一封书信为例，他在信中写道：“除了猎兵之外，二列横队完全缺乏冲击力（импульзии
 ，源自法语词impulsion，意为冲击、推动），［不过］要是它前面有壕沟或河流，又或是位于林地当中，那么它的火力还是不错的。”
[18]

 至于步兵的反骑兵队形，苏沃洛夫除了团方阵和营方阵之外，还主张使用“六路纵队”（штишереножную колонну
 ）——也就是让一个营列成六列横队，这要么是让同一横队前后推叠并收紧各伍间隔，要么是让相邻的两个排一前一后靠在一起。
[19]



苏沃洛夫反复强调刺刀并不意味着他忽视步枪火力。事实上，他坚持要求使用木板作为射击标靶，让士兵开展瞄准射击训练。
[20]

 一些目击记录则表明这样的瞄准射击训练的确存在。以俄军骑兵军官赖因霍尔德·奥古斯特（罗季翁）·冯·考尔巴斯（Reinhold August von Kaulbars/Родион фон Каульбарс
 ）在1789年的记载为例，此人的日记提到他在这一年的福克沙尼（Focşani）会战前夕看到过苏沃洛夫麾下的阿普歇伦步兵团和罗斯托夫步兵团进行瞄准射击训练。
[21]



苏沃洛夫认为每一名士兵在与土耳其人交战前都有必要携带100发子弹，
[22]

 也就是比条令中规定的携行弹药数目还要多出40发，但他也要求士兵不得浪费弹药，不能盲目射击，需要好好瞄准，因为步兵在与土军交战时需要击退非正规骑兵发动的无数次冲击，这些骑兵甚至有可能彻底包围步兵，让步兵无法在战时补充弹药。苏沃洛夫也主张让士兵在枪膛里留一发子弹，以便在混战中近距离开火。

虽然其他一些将领采用了形式化的普鲁士式训练，沙皇帕维尔更是强行推行这种训练，但苏沃洛夫仍旧敌视这种训练方式。帕维尔喜欢整齐的队列和规整的齐射，苏沃洛夫则偏爱迅猛的攻击和猛烈的追击。他在教令中针对部队训练表达的观点时常与官方训练条令中的规定相悖。比如说，苏沃洛夫并不信任条令中规定的各种以排为单位的、按部就班的齐射，因为他根据战场体验深刻意识到，在实战中，在敌军的火力下，齐射很快就会变成杂乱的自由射击，即“会战射击”。但苏沃洛夫同时也承认齐射在训练士兵时还是有用的，因为军官届时可以观察到士兵如何瞄准，而这在乱射中是做不到的。训练时应当采用以排为单位的齐射，但不用特意练习会战射击（“会战射击将会自行发生，无须学习”“在会战中，独自射击会自行出现”）。

苏沃洛夫也严禁在交战中采用一边以排为单位射击一边缓慢前进或退却的做法，1763年条令
[23]

 和1796年条令中都规定了在前进或退却时以排为单位射击的方法。他认为在敌前完成这些战术动作颇为危险，这是因为在进攻或退却时展开排射击的步兵战线并不完整，孤零零的排会落在主战线以外，此时敌军的小股骑兵就能打穿这样一条破碎的战线。但苏沃洛夫同时认为可以在训练中使用进攻时的排射击，以便让部队练习精准机动：“进攻时的排射击只是为了运动，但这种队形不适宜对敌作战，尤其要注意敌军可以用一点骑兵就将其打散。”苏沃洛夫的确短暂承认过退却时的排射击是一种有用的训练方式，但他随后就禁止部队再使用它，甚至不准在训练中用到这种方式（“最好不去考虑它们”）。从某些评论中可以看出，苏沃洛夫往往认为部队没有必要接受退却训练，甚至觉得这种训练是有害的。

苏沃洛夫禁止部队在交战中使用全营齐射，认为行进间射击和齐射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相当危险，
[24]

 因为这样的齐射会导致整个步兵营在装填期间没有步枪能够开火。苏沃洛夫还建议不要让第1列士兵以跪姿射击，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步枪射击只不过是刺刀冲击的准备阶段（“任何射击都以刺刀告终”），他知道让步兵停止射击转而前进无论如何都不算容易，可要是第1列跪在地上，那难度就会进一步提高了。

根据苏沃洛夫的教令，部队在战前应当用以伍为单位的纵队行军。在距离敌军还有一小时行程时，步兵需要向左或向右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步兵在进入敌军火炮有效射程（1000步）时需要让各排直角转弯形成两条战线，正如苏沃洛夫所述：“快，不要迂腐，不用毫无必要的整齐。”士兵在步兵队列中需要肘挨肘地站立。变向和展开需要以快步完成。行进中的1步相当于1阿尔申（0.71米），变向中的1步则相当于1.5阿尔申（1.06米）。两条战线间的距离是200—300步。如果某一翼的敌军骑兵比俄军强大得多，那位于这一翼最外侧的两个步兵营（每条战线各一个）就得列成方阵。当部队列成战斗队形后，他们就要向前投入攻势。

步兵在距离敌军主战线300步（略多于200米）时就要停下来，以排为单位齐射几轮，同时让随同步兵行进的炮兵发射霰弹。发出攻击信号后，第一条战线就得向前行进，士兵则要端平步枪。在距离敌军80沙绳（约170米）时，步兵就得向前奔跑15步，以便迅速通过敌军野战炮霰弹火力最为危险的区域，在距离敌军60沙绳（约128米）时，步兵同样也要奔跑，以便迅速穿过敌军团属火炮霰弹火力杀伤力最大的区域。距离敌军60步（约42.5米）时就进入了步枪火力最致命的射程，此时，步兵需要跑步前进，向敌军发起刺刀冲击。苏沃洛夫在1799年之前撰写的几份教令和1799年4月意大利战局之初给奥军下达的教令中描述过这种冲击方式。

苏沃洛夫后来还发布过一份日期不明的教令，这可能是在1799年战局中编写的，其中规定了一种与前文所述略有不同的新冲击方式：在距敌300步时以排为单位齐射6—8轮，然后让步兵向前行进，距敌200步时开始以快步行进，距敌100步时以跑步发起冲击。
[25]

 这样就让步兵以较快的步法完成了冲击。或许苏沃洛夫在深入了解法军战术后就改变了原先的战法。这一变化的主因可能是法军的霰弹威力超过了苏沃洛夫此前的认知。格里亚泽夫指出，他们有时候会以跑步通过敌军炮火最为危险的区域，诺维会战中便有这样一个战例，不过，他当时提到的并不是霰弹，而是实心弹。
[26]



在距离敌军300步时使用步枪射击意义何在？这一点并不清楚。300步实在是太远了，射击使用的子弹数量也少到不足以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按照苏沃洛夫本人的说法：“真正的射击从60—80步开始。”另一方面，在距离敌军300步时站定则意味着将部队暴露在敌方霰弹的有效射程之内。从教令中可以看出，苏沃洛夫坚定地反对将行进和射击结合起来——步兵应当停下来站定射击，其后的猛烈冲击则应当不发一枪地完成。或许苏沃洛夫在这里仿效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教令，根据后者的教令，步兵要在距敌200—300步时开火。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这有助于步兵习惯于射击，使他们不再过度关注自身安危。
[27]



苏沃洛夫也可能是希望给他的炮兵争取一段时间，让他们能够用霰弹射击敌军（当时的俄军认为霰弹的有效射程是300步），步枪射击则只是让步兵不至于在敌军火力下无所事事。有本出版于1821年的俄军军官手册提出了如下观点：如果己方炮兵强于敌方炮兵，那在进攻敌军时就可以让步兵在距敌300步时停下，让全营齐射1—2轮，以此给炮兵争取用霰弹打乱敌军队形的时间。同时，这本手册也指出，这种停止间射击的作用高度值得怀疑，因为这会给敌军留出增援受威胁地段的时间。手册随后指出，步兵应当停在至少有一些遮掩的地方，比如说冲沟、河谷、沟渠、灌木丛或其他类似地物，利用遮蔽物削弱敌军火力的杀伤效果。手册还表示，如果敌军炮兵实力较强，那么停顿较长时间就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28]



或许苏沃洛夫是想要通过这种射击诱使敌军步兵提早开火还击，这样敌军就无法打出极具杀伤力的近距离第一轮射击。苏沃洛夫也可能只是想让步兵在冲击的最终阶段——步兵不应当在距离敌军超过300步时转入这一阶段——前稍作休整。此外，他还可能认为让步兵在猛烈冲击前有机会射击几轮多少有些用处，这会让步兵认为他们并不是绝对不发一枪就发起冲击，并以为射击阶段已经结束，因此不会在冲击的最终阶段转入射击，这种射击可能会导致冲击陷入停滞，使得它变为对射。不过，距敌300步便开始射击也意味着己方步兵横队前方并未部署散兵，也就是说，苏沃洛夫还没有考虑到用散兵为冲击进行火力准备。

在与欧洲军队交手时，战斗中的步兵几乎总是得列成横队。纵队则是在战前用作行军队形，不过，步兵也可以用纵队攻击敌军的前哨据点和工事。纵队在交战中用于绕过大型障碍物、通过凹凸不平的地带、攻击防御工事和追击敌军。步兵在训练中会练习使用以排和分营为单位的纵队。
[29]



苏沃洛夫在1794年看到波兰军队使用纵队，他认为这源于法国战术理论的影响——将自己目睹的波兰步兵纵队称作“高卢战术的、福拉尔式的”队形。
[30]

 高卢在这里指的是法国，因为它是法国所在地区的古典称谓；福拉尔指的则是18世纪上半叶的一位法国理论家，他主张使用没有间隙的大型纵队。苏沃洛夫在他于1795年或1796年完成的著名教令《制胜的科学》（Наука
 Побеждать
 ）中指出：

小小的法兰西佬……浮躁、狂妄，他们在与德意志人和其他人作战时使用纵队。假如我们要与法军作战，我们也要用纵队打击他们。

然而，关于在1799年的意大利、瑞士战局中，除了在非常狭窄的山路和小道上展开的战斗外，笔者未能找到可靠记载证明苏沃洛夫麾下的俄军步兵曾将纵队用作野战中的进攻队形。在诺维会战中，法军据守着一座遍布葡萄园的陡峭山坡和诺维这座城镇，因此俄军有可能在强击敌军阵地时使用了纵队。不过，俄军的记载往往会明确提到刺刀冲击是由“正面”（фронтом
 ）执行的，根据当时的军语，该词指的就是横队，甚至当俄军在诺维会战中面对法军纵队时，也有记载明确提到了横队冲击（参见上文引用的格里亚泽夫回忆录段落）。
[31]

 即便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狭窄谷地里，俄军步兵仍然一有机会就展开成横队，哪怕在空间只够两三个营展开的情况下也会这么做。
[32]

 或许苏沃洛夫是在亲身体验过法军战术后确信并没有必要将纵队用作对付法军的战斗队形。但一些记载1799年俄军其他战事的材料却提到过将纵队用作进攻队形，本书将在后文中探讨这一点。

苏沃洛夫的步兵不会始终处于进攻态势，也不能总是将敌军击退——它有时依然需要防御，有时甚至会退却乃至溃逃。在1799年5月2日/13日的巴西尼亚纳（Bassignana）战斗中就出现过溃退的一幕：帕维尔的儿子康斯坦丁当时参与了行军，由于他以批评的态度暗示罗森贝格将军表现过度谨慎，就惹得这位将军独自带着一小支部队渡过波河。法军以优势兵力攻击了罗森贝格，迫使他后退。曾参与此战的格里亚泽夫回忆道：

……越来越多的敌军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我们的体力与意志开始衰竭，最终，我们彻底被打退，乱成一团混在一起，“退却”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示我们的情况，真正合适的用词是“溃逃”，我们只能依靠逃跑才能免遭覆灭，而且每次都跑在敌方虚弱的骑兵前头。由于退却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我们损失了许多人，扔下了两门已经装填了弹药的主力火炮，因为在那时，任何权威、任何力量都不足以让我们的步兵营列队，不能让我们免于耻辱的溃退。我一回忆起这桩对我军而言相当可悲的往事，就会感到惶恐，而我本人也不幸成为确凿无疑的目击者。菲利索夫（Филисов
 ）少校和我希望能够把自己身上那信守承诺和忠诚的力量传给士兵，一再尝试亲自阻止逃跑，时而企图唤起他们的雄心，时而斥责他们违背了天职，时而以死亡相威胁或发出乞求，可这一切都落了空——混乱每时每刻都在漫延。
[33]



罗森贝格的部队设法逃脱，接着退到波河后方——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没有猛烈追击，从格里亚泽夫的记载中可以判断出法军骑兵行动颇为懒散——骑兵显然能够跑得比步兵快，就算法军骑兵数量较少这一原因可以拿来解释他们在俄军退却时并未发起猛烈冲击，可骑兵甚至都没有追上正在撤退的步兵，也没有给步兵侧翼和退却路线造成威胁，这就只能归结于他们表现得太过犹豫了。不过，此战的地形或许也不利于骑兵作战。虽然俄军的退却频率并不高，可一旦出现就更像是溃逃。

法军将领皮埃尔·贝尔特泽纳（Pierre Berthezène）在1799年还只是莫罗将军军团总部里的一名中尉，他也是巴西尼亚纳战斗的目击者，贝尔特泽纳指出莫罗给俄军设下了陷阱：他亲自从正面压迫俄军，又命令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 Perrin）将军利用地形在不被俄军察觉的情况下潜入后方切断其退路，但维克托在执行这一命令时耗时过久，致使俄军得以逃脱。按照贝尔特泽纳的说法，此前曾在波拿巴麾下作战的将领和新近跟随莫罗将军从南德意志赶赴意大利作战的将领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贝尔特泽纳指出，俄军为了掩护主力部队退却，还采取了一种拼死一搏的打法——挑出大约1500名士兵投入冲击，这些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动猛攻，以至于法军对此倍感震惊，一开始竟然被这些人击退。不过，法军随后就恢复了攻势，迫使俄军为短暂的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这支部队的战斗还是确保了其余部队得以安全退却。贝尔特泽纳笔下那“大约由1500名精锐士兵组成的部队”（un corps d’environ 1,500 hommes d’élite）可能正是罗森贝格（莫斯科）掷弹兵团。

贝尔特泽纳注意到，俄军机动能力不佳，但战斗起来还是非常英勇。法军榴弹在俄军队列中造成的混乱也令法军颇为惊讶乃至反感：根据贝尔特泽纳的说法，俄军会伏在地上躲开破片，法军则认为此举难以理解：如果这是一种规定的动作，那么在法军面前这么做实在太过危险；可如果说这表明了俄军的胆怯，那这些已经证明了勇气的军人表现也太过反常。贝尔特泽纳表示，莫罗将军在看到俄军这些令人费解的举动后将他们称作“恶棍”（canaille），贝尔特泽纳随后写道：“谁会想到他有朝一日竟会死在他们的队列里呢！”
[34]

 波拿巴夺取最高权力后不久，莫罗就离开法国前往美国，后来在1813年加入了反法同盟军队，在德累斯顿会战中被法军实心弹打出了致命伤，而且他当时就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身边。

伊万·格里戈罗维奇（Иван Григорович
 ）在1799年是伊万·伊万诺维奇·达尔海姆（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Дальгейм
 ，其法文原名为让-巴蒂斯特·达尔海姆〔Jean-Baptiste d’Alheim〕）少将火枪兵团（即阿尔汉格洛哥罗德团）里的一名中尉，他讲述了该团某营在诺维会战之初的战况，当时，这个正在向前推进的营已经和主力部队隔得很远：

[营里］有660名士兵手持步枪。［营］横队右翼依托诺维高地，并在队列两侧部署了火炮。我们身后是一条壕沟和某种建筑物，身前是一片森林，森林和高地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道路或一片平原。远处的敌军开始出现在这片闭合区域里，先是一个纵队，再是另一个，最后是第三个，全部三个纵队齐头并进，开始了会战射击。我们很快就从惨重的死伤状况里看出双方并不势均力敌，敌军拥有庞大的优势。敌我兵力对比至少是3:1。不过，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并用火力展开还击。可是，当敌军开始发动攻势，包抄我军侧翼并合击我军中部之后，我们的横队就被围了，我们扎进了身后的壕沟里，横队陷入断裂，失位的士兵混在一起。随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门火炮。显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有多么弱小，也没有意识到剩下的人已是寥寥无几，要不然他们就会彻底吃掉我们并夺走另一门炮。我们距离己方大部队太过遥远，因而无法得到支援。让我们庆幸的是，敌人却自行撤退了。当他们离开后，我们重新列成了横队，清点出220人，也就是少掉了440人。
[35]



在这个战例中，退却中的混乱源自这个步兵营选择的糟糕阵地——后方有一道壕沟。这场战斗打得也不算明智——在面对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俄军并没有及时退往更适合防御的阵地或与主力部队会合，而是坚持到既蒙受了惨重损失，侧翼又遭到威胁，因而被迫退却为止。这些不算成功的退却是否源于部队并未受过如何在敌军面前有秩序地且战且退的训练？这个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众所周知，苏沃洛夫认为没有必要让部队接受退却训练，甚至认为这种训练是有害的。然而，在这两个战例中，退却中之所以会出现混乱和重大损失，其主要原因还是俄军的小部队遭遇了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而且因为他们在粗心大意的推进过程中远离了其他部队，也就无法及时得到支援，俄军在其中一个战例中被迫退却很长一段距离，在另一个战例中则遭遇了障碍物。

在大规模交战中，如果一线部队的任一部分被迫退却，就可以从第二线或预备队中抽出部队迅速增援。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的一个著名事件就堪称快速增援的例证：在会战的第二天上午，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法军步兵纵队过河攻击苏沃洛夫所部的右翼中段，迫使该地区的部分俄军向后退却。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苏沃洛夫在得知此事后亲自来到正在退却的部队中，然后向他们大呼：“诱敌！……继续诱敌！……跑！”他让部队后退了大约150步，然后命令他们停下。就在那时，原先隐蔽起来的一个炮群突然朝法军开火，让法军停止前进。苏沃洛夫当即下令发起刺刀反击，除了先前被击退的部队外，参与反击的部队还包括从预备队中抽出的哥萨克和3个营——既有掷弹兵营也有猎兵营。此次反击打退了法军，使其蒙受了重大损失并陷入溃逃。
[36]

 如你所见，苏沃洛夫认为，如果部队因敌军的进攻而被迫退却，那就不要立刻拦住己方部队，比较好的做法则是让他们稍作退却，从而为预备队争取增援时间，也为己方的反击创造良好条件。

苏沃洛夫的教令几乎没有提到步兵在野战中的散开队形战斗，但这样的战斗在实战中应用范围颇为广泛。猎兵在交战之前要充当前卫和后卫部队，他们需要掩护大部队的行军和展开。如果战场上出现了森林或起伏地带，那么苏沃洛夫通常会把猎兵派到那里去，这种情况在1794年的波兰战场上发生过很多次。
[37]

 而在1799年的诺维会战中，俄军主力部队在战前已经列成了横队，横队前方则部署了一道由猎兵组成的浓密散兵线，而且正如格里亚泽夫所述，猎兵还隐蔽在“面包中”（в хлебе
 ），也就是说他们伏在麦田里。
[38]

 猎兵也会参与追击，比如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丘巴罗夫（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убаров
 ）少将的猎兵团（后改称第7猎兵团）就在特雷比亚河会战结束后于次日追击敌军，按照格里亚泽夫的说法，该团在推进中“使用散开队形并根据地形和敌军运动情况采用了不同应对方式”。
[39]



苏沃洛夫在1799年意大利战局之前认为没有必要从火枪兵营和掷弹兵营里抽调部队充当散兵。他曾在18世纪70年代命令从每个小队中精选4名射击兵（每个连16名射击兵）。
[40]

 这些精选射手仍然要留在队列里，但可以在必要情况下脱离队列前进——虽然并不能向前行进很长距离。苏沃洛夫准许他们自由射击（“他们不用得到命令就可以向着希望命中的目标开火”），也可以独立选择射击目标（他建议将敌方军官作为主要目标）。苏沃洛夫也准许在必要情况下派出射击兵掩护侧翼，不过他认为这种必要情况很少出现。苏沃洛夫十分关注挑选射击兵事宜：他命令射击兵在军帽上佩戴长着绿叶的小树枝，以此有别于普通士兵。
[41]

 苏沃洛夫本人在1799年意大利战局中也戴上了这样的“标识”，所以，士兵们认为成为射击兵是极大的荣耀，他们为获得射击兵头衔而相互竞争。
[42]



然而，在1799年的意大利、瑞士战场上，俄军时常会从火枪兵营乃至掷弹兵营里抽调大批部队支援猎兵，在必要情况下也让他们以散开队形作战，甚至还会投入起伏地带或村落的争夺战中。或许事实已经证明，在北意大利的起伏地带和瑞士的山地，仅仅依靠猎兵和射击兵并不足以对付为数众多的法军散兵。抽调散兵支援猎兵最为频繁的部队是某些掷弹兵营，这是因为前卫部队里的步兵往往由掷弹兵营和猎兵团组成。
[43]

 掷弹兵通常会采用密集队形充当散兵后盾，但有时也会以散开队形参与战斗。

以格里亚泽夫上尉为例，他曾指挥罗森贝格（莫斯科）掷弹兵团里的60名掷弹兵，根据他的说法，他在特雷比亚河会战结束后的第一天（即6月9日/20日）率部以散开队形与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丘巴罗夫少将猎兵团（后改称第7猎兵团）联手作战。格里亚泽夫甚至声称他和他麾下的掷弹兵迫使法军第17战列步兵半旅的大约1000名士兵和20名军官携带2—3面军旗和2—4门火炮投降。不过这里应当指出一点，虽然这个半旅的确投降了，但与其说这是格里亚泽夫麾下几十名掷弹兵的功劳，倒更可能是猎兵和前卫部队中其他兵种的功勋。在瑞士，格里亚泽夫曾和团里的200名掷弹兵一道被派去据守奈弗尔斯（Näfels）村。他们占据了村庄，与敌军展开交火，但很快就被敌军从村中逐出。
[44]



苏沃洛夫在命令中就即将到来的山地战发布了教令（1799年9月9日/20日下达），根据这份教令，每个行军纵队都应当安排一个猎兵营或掷弹兵营作为先头部队。如果先头部队遭遇敌军抵抗，就应当以下列方式展开战斗：

要想攻占敌军据守的山地，攀爬山顶时的攻击正面就必须与山地相称，亦即宽度相当于排横队、连横队乃至更散开的队形，各个营里的其他部队应当跟随前者的脚步，部队可以在敌军火力威胁不大的曲折地段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前进。

只有当纵队提供了坚定、不可动摇的支援时，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的诸多散兵才能英勇作战。如果散兵遭遇了敌军的顽强抵抗，无法继续前进，那么纵队就应当不发一枪，怀着热切的渴望攻上山顶，用刺刀打击敌军。出现胆怯迹象的敌军并不能抵挡这样勇猛的进攻，当然也就只能展开非常微弱的抵抗。

如果仅仅依靠火力，那就不能攻占任何一座高地，这是因为射击对高地上的敌军杀伤力并不大。朝山顶打出的大部分子弹要么提前落地，要么从上方飞过。与此相反，在从山顶往山脚射击的时候，火力则要准确得多。因此就要尽快攻上山顶，以此减少暴露在火力下的时间，从而减轻伤亡。

毋庸赘言，如果能够从侧面爬上山顶，就不要发起正面攻击。

如果敌军在进占高地时动作迟缓，就有必要迅速攀上山顶，用刺刀和火力自上而下攻击敌军。
[45]



这些教令不仅阐述了在山地战中使用散兵的原则，而且还阐明了散兵与步兵主力协同作战的重要性。

当俄军从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中抽调散兵时，他们通常会抽出一整个排或连，或是派出人称“志愿者”（охотников）
 的官兵：俄军的一个古老传统是召集自愿完成艰苦、危险任务的人员。而在诺维会战前不久，俄军已经至少组建了一个500人规模的临时志愿者营，它由来自各个火枪兵团、营和掷弹兵团、营的志愿人员组成。
[46]

 会战结束后不久，这个志愿者营就被解散了，士兵也返回了原先所属的团、营。

不过，俄军在瑞士战场又组建了至少一个志愿者营。马克西姆·弗拉基米罗维奇·雷宾德（Максим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ебиндер
 ，其德文名为马格努斯·沃尔德马尔·冯·雷宾德〔Magnus Woldemar von Rehbinder〕）火枪兵团（即亚速火枪兵团）的一位军士就加入了这个志愿者营，此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暂编营在穆滕塔尔（Muttenthal）
②

 山谷里参与的战斗（发生于1799年9月19日/30日）。这个营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萨巴涅耶夫（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абанеев
 ）少校指挥，全营官兵约有300人，被分成6个排。志愿者也接受了以密集队形和散开队形作战的训练，而在会战前夕，萨巴涅耶夫还让他们练习列成“三角纵队”（треугольную колонну
 ），根据这位少校的说法，如果需要面对数量上占据极大优势的敌军，这种纵队就可以防止敌军从侧翼席卷战线。
[47]



志愿者营的4个排在战斗之初列成散开队形，分成一前一后两道散兵线。他们在法军散兵迫近到相距150步时开火，当法军继续靠近后，俄军战鼓就发出攻击信号，俄军散兵则用刺刀发起冲击，将法军散兵逐回法军大部队所在地。此后，法军派人增援散兵，让散兵线几乎变得和密集队形一样稠密。俄军散兵也得到了增援——志愿者营的最后两个排和一个猎兵连，他们再度对法军散兵发起刺刀冲击并将其击退。随后，俄军散兵一边开火一边退却，志愿者转移到俄军主力部队第一线左翼，猎兵则转移到第一线右翼。

法军步兵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以纵队向前推进，俄军的第一线则以霰弹和步枪火力迎击。法军由纵队展开成横队，一场短暂的交火随之而来。之后，俄军第一线的两个团数次发起刺刀冲击，迫使法军第一线退却，最终使其陷入溃逃。此时，法军新锐部队发起反击，从法军设法推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并从俄军手中夺取一门火炮的事实来看，这回是俄军的第一线被迫退却，志愿者则列成了“三角纵队”开火还击。随后，俄军第二线的3个团加入战斗，两条战线一道发起反击。法军终于被击溃，还遭到了哥萨克的追击。志愿者营在此次战斗中有70人战死或重伤，轻伤人员依然留在队列中——对于一支仅有300人的部队来说，这个损失已经非常惨重。当晚，这个营得到了80名志愿者的补充，之后，“韦列茨基少将带来了一个步兵营”。
[48]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韦列茨基（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лецкий
 ）少将是一个火枪兵团的团主，这个团在1801年之后被称作布特尔基团。

次日，瑞士境内的法军统帅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将军带来了颇为可观的援军，此人是波拿巴在闻名于世的1796年战局中的战友（后来成为拿破仑麾下的元帅），并且刚刚在苏黎世（Zürich）附近击败了一支兵力不多的俄军。于是，第二场战斗就以与第一场战斗大致相似的方式展开：俄军志愿者先是和法军散兵交火，用火力压制法军，然后用刺刀发起攻击，接着志愿者营退到第一线左翼，韦列茨基少将的营退到右翼。法军的第一线迫近俄军并由纵队展开成横队。俄军的第一线让法军进入“步枪的最近射程”，用步枪和火炮打出一轮齐射，以刺刀发起反击。法军停下来开火，但很快就被打退，只得向第二线逃跑。法军第二线和预备队多次重燃战火，但最终还是被击溃。在第二场战斗中，志愿者营有多达80人战死或重伤。
[49]



讲述者声称在这场战斗中发生过激烈的刺刀战，其中一方是一个约有800人的法军掷弹兵纵队，另一方则是一个列成9列横队的志愿者营。志愿者先用前两列齐射迎击敌军，然后发起刺刀冲击。敌军从两翼包抄志愿者部队，但他们还是坚持到了援军到来，随后将法军击溃。在此后的追击和混战中，根据那位讲述者的说法，志愿者差点俘获了马塞纳将军本人：来自雷宾德（亚速）团的彼得·伊万诺维奇·马霍京（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Махотин
 ）军士从某位骑马的“大官”身上撕下了一个金色肩章，可后者还是设法骑马逃脱了。
[50]

 
③



格里亚泽夫上尉讲述了非常相似的故事，不过他并未参与这场战斗，实际上只是复述了一位佚名参战者的说法。他表示主力部队前方有一个火枪兵团，它一边开火一边退却，然后转移到左翼。
[51]

 这里的分歧可能源于复述时的讹误。或许有人弄混了左翼和右翼，此外，也可能是前一位讲述者把团当成了营，或是格里亚泽夫的复述来源把营当成了团。还有一种说法是将战况告知格里亚泽夫的人并不知道存在一个暂编营，而是把它当成了火枪兵团。在1794年的波兰战场和1799年的意大利、瑞士战场，装备步枪的下马哥萨克有时也会充当步行散兵。
[52]



至于骑兵，苏沃洛夫会将它部署到步兵后方或第二条步兵战线两侧。如果敌军骑兵位于两翼，那就应当把大部分骑兵集中到比较适宜骑兵作战的一翼。己方骑兵要在这一翼冲击敌军骑兵，将其逐出战场，然后冲击敌军步兵侧翼，以此协助己方步兵。而在另一翼，如果己方骑兵远远弱于敌军骑兵，它就得退到列在步兵第一线和第二线侧翼的步兵方阵后方。

苏沃洛夫在特雷比亚河会战的首日作战计划中规定了各个骑兵团要以交错队形排成两条战线：在同一条战线中，中队之间的横向间隔要等于一个中队的正面宽度，第二线的中队位于第一线的诸多间隔之后。这种战斗队形通常用于退却当中，是要让一条战线能够向后穿过面朝敌军、准备在敌军尝试追击时予以反击的另一条战线。然而，苏沃洛夫建议将它用于进攻，并指出如果第一线在进攻中陷入混乱，第二线仍可以穿过第一线中的间隔发起攻击。
[53]

 这里应当注意到，意大利战场上根本就没有俄军正规骑兵，苏沃洛夫手头只有哥萨克，而他麾下的所有正规骑兵都是奥军。

苏沃洛夫建议让哥萨克在正规骑兵后方列成纵队，他们需要袭扰敌军侧翼，并追击已被步骑兵击溃的敌军。朗热隆写道，对敌军溃兵——特别是步兵——而言，哥萨克是极其危险的敌人。
[54]

 哥萨克有时候会以散开队形与法军步行散兵交战。格里亚泽夫提到过他曾在诺维会战中目睹过哥萨克与散兵的战斗：根据他的说法，哥萨克尝试着诱使法军散兵尽可能远离支援部队，然后把散兵分割包围，进而将其俘获。有些大胆的法军散兵甚至会向前推进很远，和其他散兵拉开很长一段距离，这时，哥萨克可以在全速奔驰中用骑枪戳刺散兵，也可以用套索把散兵拖走。
[55]



苏沃洛夫准许野战炮兵自行机动、射击，团属炮兵则要始终跟随所属团作战。苏沃洛夫对炮兵的态度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一些评论者认为他低估了炮兵，仅仅将其视为辅助部队、二等部队。他们认为苏沃洛夫把炮兵当成“技术人员”，并把自己视为“真正战士”——也就是步兵和骑兵——的领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给炮兵军官下达详细指示。

然而，我们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苏沃洛夫坚持认为炮兵军官应当自由选择放列地点和射击目标。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军队中，火炮时常会在高级将领——其中大部分人是步兵或骑兵出身，往往并不了解火炮的性能和炮兵阵地的特殊需求——命令下，要么沿着战线均匀排布，要么部署在某些事先定下的阵地上。与此相比，苏沃洛夫赋予了炮兵军官完全自由地发挥技术能力和军事才干的权利，就像他依赖步骑兵指挥官的才干和积极性一样。此外还存在一种可能，由于苏沃洛夫的作战由一系列迅猛攻击组成，体现出异常灵活且难以预测的特性，因此，在他的任何一份作战计划中都绝对不可能预先规定炮兵的确切位置，也无法给出详尽指示。苏沃洛夫解释说：“炮兵是自由的，它的军官并不受支配，［他们］想朝什么地方开火就朝什么地方开火，因为在刺刀冲击中，大部分炮兵都会留在后头。”
[56]



苏沃洛夫在1799年将他的部队分成若干个师，每个师由4个火枪兵团或掷弹兵团组成，只有巴格拉季翁将军指挥的前卫部队是例外，它拥有2个猎兵团和4个独立的掷弹兵营。师又会编组成临时的“军”或“纵队”。苏沃洛夫在作战计划中并不会给出详细的指示，而是给各位“纵队”指挥官规定了通往战场的行军路线和作战任务，让指挥官自行决定如何完成规定的任务。他的作战计划简短且易于理解，他还建议向所有军官乃至士兵解释作战计划，以便让他们即便在并未得到上级命令时也能够根据计划行动。苏沃洛夫使用的战斗队形相当简明，它和线式战术时代的一般做法区别不大：两条步兵战线位于中央，预备队位于后方，骑兵位于侧翼，炮兵位于步兵前方和两翼。

应当指出，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战场上处境十分艰难。他麾下大约一半的部队是由奥地利将领指挥的奥军，他们并不习惯苏沃洛夫的作战方式和战斗方法。其中有些人将苏沃洛夫命令奥军根据他的方式进行刺刀冲击训练视为侮辱。
[57]

 奥军习惯于详尽的长篇作战计划，计划里要预先指出每一种行动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因此，他们抱怨苏沃洛夫的作战计划与战争艺术的基本准则相悖。
[58]

 尽管苏沃洛夫事实上在战前已经获得了奥地利元帅军衔，有的奥军将领还是拒绝服从苏沃洛夫的命令，有时候甚至在会战过程中抗命。例如，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苏沃洛夫命令奥地利将领米夏埃尔·弗里德里希·本尼迪克特·冯·梅拉斯（Michael Friedrich Benedikt von Melas）抽调一部分军队增援战线上的另一点，但梅拉斯迟迟不予执行，等到执行完命令后又停止了攻势。

苏沃洛夫的作战计划中不仅涵盖了战场上的行动计划，而且还包括了战前和战后的行动计划。苏沃洛夫在他的教令中时常建议部队要采用强行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还要突然发起攻击，他喜欢在日出前一小时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立刻将手头的所有部队都投入攻击，不用等待其余部队的到来，也不用列出完整战线。

苏沃洛夫极力主张在取胜后展开猛烈追击，对战败的敌军穷追不舍。他指出快速追击可以让敌军丧失集结、重整部队的能力，大部分胜利果实也源自追击：在撤退中乱成一团的敌军将无力抵抗，届时会有许多敌人被杀或被俘，还会扔下大量的武器装备。如果追击能够取得成功，损失了诸多人员、兵器的敌军在长时间、长距离撤退后会对自己错失抵抗时机感到恐惧，继而陷入极度的混乱和恐慌。苏沃洛夫在他的特雷比亚河会战作战计划中不仅给每个“纵队”规定了通往战场的路线和作战任务，而且还规定了战后继续推进和追击敌军的路线。
[59]



18世纪的大部分统帅都认为将敌军逐出战场便已足够，他们并不打算冒险出动大量兵力长途追击敌军。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让自己的部队快速追击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就会让己方部队彻底陷入混乱，要是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己方很容易就会被击败，胜利也就变成失败。因此，他们至多只会派出少量兵力——通常是轻型部队——投入追击。于是，战败的敌军就有机会较为平稳地退却一小段距离，赶到最近的休整地点（要塞或强固阵地），以便集结部队并恢复秩序，所以，当时即便能够在战术上取得大胜，也往往只能带来很小的战略成果。与此相比，苏沃洛夫先是在阿达河畔击败法军的一个军团，随后就迅速将它的残部逐出意大利，接下来又在特雷比亚河畔击败了另一个军团，进而在追击中几乎将其彻底歼灭。

总体而言，苏沃洛夫的战术极具攻击性也极为简明。步兵和骑兵需要冲击敌军，将其打乱并迫使其退却，然后，骑兵要让敌军的退却转变为溃退，并展开追击，步兵在重整队形后也要投入追击，炮兵则要支援步兵和骑兵发起冲击。这一战术与经典线式战术的主要差异在于预备队的运用：苏沃洛夫总是握有强大的预备队，并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运用预备队，他不仅用预备队增援或轮换主战线的某一部分，而且还会像特雷比亚河会战那样用预备队继续发起攻势或展开反击，又或是像诺维会战那样用预备队攻击敌军侧翼。

可是，苏沃洛夫最主要的胜利秘诀还得归结到心理学领域。他的训练方式在士兵心灵里培养出优越感和无敌信念，苏沃洛夫本人激励麾下士兵，使其具备高度战斗精神的本事又要远远强于其他任何将领。正如同时代人所说，苏沃洛夫深知俄国士兵的种种品质，也能够将它们运用到极致。
[60]



1813年，亲历过1799年诺维会战的法军将领让-维克托-马里·莫罗（Jean-Victor-Marie Moreau）抵达俄军总部，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俄国军官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便在此时询问他有关苏沃洛夫的事宜，莫罗表示，苏沃洛夫是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没人能比他更好地激励部队，他的最佳作战行动则是特雷比亚河和诺维会战。当莫罗提及战略时，他批评了苏沃洛夫，指出他让部队在战区里太过分散，并认为他可能被敌军的佯动迷惑了（il donnoit dans chaque démonstration），可莫罗同时也承认苏沃洛夫赶赴特雷比亚河的行军是战争艺术的巅峰（le sublime de l’art militaire）。
[61]



俄军的其他部队则在1799年表现不佳。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将军被派往瑞士。他的部队攻占了苏黎世，并沿着利马特（Limat）河和阿尔（Aar）河设置防御据点，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防线（总长将近50千米）。他的前线部队共有24000人，大部分骑兵都被留在后方（骑兵在苏黎世附近基本派不上用场），因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维持这样一条防线的地步。俄军指挥部将这一点告知奥军，可奥军反而从这条防线上调走了所有部队。除此之外，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还得抽出5000人去增援奥军将领弗里德里希·冯·霍策（Friedrich von Hotze）麾下位于南面的部队，与此同时，他还得让自己余下的部队做好发动全面攻势的准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主力部队集中在苏黎世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沿着河流部署的防线十分薄弱。

法军早就在准备强渡利马特河，他们储备了大量的船只、木排和浮筒。1799年9月14日/25日一早，作战序幕终于拉开。约有15000人的法军主力在距离苏黎世几千米远的利马特河下游河段渡河，此外约有10500人在位于湖畔的苏黎世城外佯动，6000人在渡河点下游几千米处佯装渡河，以此迷惑俄军，使其忽视实际上的主要渡河点，还有8000人作为预备队。

法军前卫部队在20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乘船渡过了利马特河，向当地的俄军小部队发起进攻。俄军展开了激烈的抵抗，但还是被击退了。随后，法军迅速架起了一座浮桥，主力部队开始过河。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原本应当迅速集结兵力阻挡刚刚过河的法军，可苏黎世城外的战斗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俄军在那里打得相当不错，把法军远远地赶离了城市。

与此同时，法军主力部队不仅过了河，而且已经向苏黎世城推进，直插俄军后方。法比安·威廉莫维奇·冯·德·奥斯滕-萨肯〔Фабиан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фон дер Остен-Сакен
 ，德文名为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Fabian von der Osten-Sacken）〕将军竭力阻挡推进中的法军，可他手中只有冠以自己姓氏的掷弹兵团（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里的3个掷弹兵连和舍佩列夫（Шепелев
 ）龙骑兵团（即圣彼得堡龙骑兵团）。由于地形并不适合骑乘作战，两个龙骑兵中队就下马步战，萨肯注意到他们那巨大的马靴严重妨碍了作战。萨肯请求派出援军，但俄军主力部队正忙于苏黎世附近的战斗，由于此前已派出5000人支援奥军，俄军此时也没有预备队了。这5000名俄军得到了折返的命令，但只有一个团能够及时返回并投入战斗。

萨肯被赶回了苏黎世，但他在撤退前还是设法在郊区坚守到夜幕降临。萨肯指出他把士兵部署到房屋里，士兵在室内作战时更为英勇，就连火力也远比野战时有效。利马特河另一边的俄军部队也撤到了苏黎世。因此，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几乎被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困在了城里。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河流、城市和苏黎世湖分隔了各支法军部队。次日，俄军尝试撤出苏黎世，他们成功地突破了包围，但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伤亡，丢掉了将近一半的火炮（26门）和几乎整个辎重车队。
[62]



同样是在9月14日/25日，由霍策将军指挥，部署在苏黎世湖南岸的奥军也遭到了法军的进攻，这支奥军在两天内战败，霍策本人则在首日交战中阵亡。俄军有一个火枪兵团〔拉祖莫夫斯基（Разумовский
 ）伯爵的团（即因格曼兰团）〕作为援军参与了这场交战。法军将领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 de Dieu Soult）——他将成为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元帅——在呈递给马塞纳将军的战报中提到俄军列成了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而且以罕见的勇气冲击法军，但俄军最后还是几乎遭到全歼，1名上校和300名士兵沦为战俘。
[63]

 后面的这些说法显然夸大其词了，不过这在战报中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至于文中提到的冲击纵队，这显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1799年的俄军不大可能根据法军的条令列成纵队。

9月16日/27日，苏沃洛夫的部队进入穆滕（Mutten）河谷
④

 。由于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奥军都已战败后撤，苏沃洛夫发觉自己的战略处境举步维艰——他被困在高山里，兵力占据优势的敌军几乎将他团团包围——但他还是成功突破，杀出重围。

英俄联军在荷兰的登陆还算成功。可在第一次贝亨（Bergen）会战（1799年9月8日/19日）中，由于法军已经放水淹没了周边地区，英俄联军不得不沿着堤道推进。俄军在日出前两小时开始进攻，而且每个纵队都安排了一个连的猎兵作为先头部队。他们起初推进顺利，行进速度也相当快，可天色阴暗、地形陌生、缺乏向导和推进速度过快导致俄军的各个团、营陷入混乱，它们都搅在了一起。除此之外，俄军和英军的距离也被拉得太大了，因为后者不仅攻击时间较晚，而且推进更为缓慢。出现混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俄军参战各团分别乘船前往荷兰，因此它们在战前未曾见面，而且俄军又都身穿新制服，所以有时就会把其他团误认为敌人并相互射击。

因为从海路抵达荷兰的部队只配备了很少的马匹——每门野战炮只有两匹挽马，所以几乎所有野战炮都被留在后方，团属火炮则在步兵的帮助下拖曳前进，就连将领也只能步行。法军抓住战机，在大批火炮的支援下以优势兵力对俄军发动反击。俄军顽强作战，伤亡惨重，最终在一片混乱中被法军击退。俄军损失了12门火炮，甚至连指挥官伊万·伊万诺维奇·赫尔曼（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ерман
 /Johann Hermann）中将都被俘了。在第二次贝亨会战（1799年9月21日/10月2日）和卡斯特里克姆（Castricum）会战（9月25日/10月6日）中，俄军的表现有所进步，但联军依然未能取得重大胜利，最终被迫撤出荷兰。
[64]



在上述会战中，由于地形所限，俄军步兵时常不得不以纵队作战。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杜比扬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ич Дубянский
 ）上校为例，此人当时隶属于费尔森（Ферзен
 /Fersen）火枪兵团（即托博尔斯克火枪兵团），并且在卡斯特里克姆会战中指挥3个掷弹兵营〔营长分别为施特里克（Штрик
 /Strik）中校、米秋申（Митюшин
 ）中校和奥西波夫（Осипов
 ）中校〕，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奉命率部攻击卡斯特里克姆村：

……［我］命令施特里克、奥西波夫掷弹兵营收拢成密集纵队猛攻村庄。
[65]



在1799年战局中，俄军士兵再度展现出一种重要品质——他们即便在交战受挫后也能保持高昂的士气：贝亨会战中战败的俄军后来能够在卡斯特里克姆打得不错，逃出苏黎世的部队在施拉特（Schlatt）和康斯坦茨（Konstanz）会战（1799年9月26日/10月7日）中也表现出色。在后一场双重会战中，俄军骑兵表现尤为优异，他们发起了多次骑乘冲击和步行冲击。古多维奇（Гудович
 ）龙骑兵团（即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的护卫中队（第一中队）步行冲击敌军，缴获了4门火炮，不过，俄军最后只能带走其中一门。然而，虽然俄军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这场会战总体上还是以失败告终。
[66]



格里亚泽夫将俄军士兵和法军、奥军士兵加以对比，他认为：“那两国士兵在意志力上都不如我们的俄国士兵，因为他们缺乏自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少自豪，于是就不够无畏、果断、坚韧。”
[67]

 与此同时，人们也能够注意到一些潜在的危险特征。杜比扬斯基上校描述过他在卡斯特里克姆的战况，当他的掷弹兵营向法军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后：

了解俄国士兵的人会知道一点，如果他在初次交战中交了好运，那就不会待在原地。我的掷弹兵看到敌人逃过了小丘，哪怕是闯进地狱里，他们也不可能不去追击。
[68]



杜比扬斯基的掷弹兵冲过沙丘追赶法军，他花了好一番功夫才让士兵停下。俄军在沙丘间穿行，想要返回阵地，此时却与一个法军步兵纵队不期而遇，一部分掷弹兵被击溃了，杜比扬斯基本人也被俘虏。这个战例表明俄军士兵往往会在初战告捷后太过恋战，即便他们并未彻底击败敌军，更没有迫使其溃逃，也会乱糟糟地冲上去追击，它还表明俄军军官无法及时阻止士兵发起这样的鲁莽追击。

1799年战局结束后，帕维尔打算在他的军队里推行一些变革，但重大变革实际上寥寥无几。1800年3月6日/17日颁布的法令算是其中一项，这份法令将团属炮兵从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中剥离出来编入炮兵营。
[69]

 另一项变革则与步兵有关——以排为单位的行进间射击终于被废除。此后，如果正在进攻或退却的步兵有必要开火，他们就得停下来站定射击。
[70]



帕维尔几乎对实战一无所知。在1800年的加特契纳军演中，有个步兵纵队抵达展开地点的时间远早于其他步兵纵队，而且并未使用骑兵和猎兵加以掩护，一个营甚至在“己方”骑兵还在该营前方时就“开火”。帕维尔因军演中的这些错误对将领们大加批评，还表示类似的错误就是俄军在瑞士和荷兰输掉会战的原因。
[71]

 显然，失败的真实原因绝非如此。帕维尔在1801年3月11日/23日因宫廷阴谋中被害，他的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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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译注：线膛短枪（штуцер
 ）一词源于德语词“短猎枪”（Stutzen），亦译作德式马枪。


②
 　译注：今瑞士施维茨州穆奥塔塔尔（Muotathal），法军、俄军、奥军材料中多称其为穆滕塔尔。


③
 　译注：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认为这位险些被俘的法军“大官”可能是马塞纳的副官奥诺雷-夏尔-米歇尔-约瑟夫·雷耶（Honoré-Charles-Michel-Joseph Reille）参谋上校，雷耶在1806年晋升为师级将军，1814年与马塞纳的女儿结婚，1847年获封元帅。参见Duffy C. Suvorov in Italy and Switzerland, 1799.Chicago：The Emperor’s Press, 1999, p. 235。


④
 　译注：即瑞士境内的穆奥塔（Muota）河谷。




第四篇


应对法国大革命的战术变革——1801—1809年



引言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了各个团的旧有名称（近卫军是1801年3月14日/26日，其他部队是1801年3月29日/4月10日）。
[1]

 在亚历山大统治初期，军队的组织、制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训练中也出现了一些细微改变，可不幸的是，训练和战术并没有取得显著进步。就训练科目而言，尽管出现了一些微调和若干积极变化，但训练仍然太过关注部队仪容
[2]

 和形式化的内容，没有让军队做好实战准备。帕维尔的儿子们注重军事事务的外在表现，尤其喜欢追求训练和制服方面的琐碎细节。只有炮兵取得了长足进步——始于帕维尔的炮兵变革仍在继续。

19世纪最初几年的俄国在军事理论领域也没有什么进展：只有几本理论著作得以出版，而且这些书多数译自西欧文字，或者由在俄军中服役的外国血统军官撰写。第一类著作的典型代表是《论轻型部队的组织和战时用途》（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устройстве легких войск 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и их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1803年出版，译自法文），此书是一本讨论组建、使用轻型部队的著作，第一版于1782年在巴黎面世，该书译者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Николай Матвеевич Астафьев
 ）原先是一名炮兵，后来成了某个舟桥连里的军官，之后又成了某个工兵团里的审计员，最后成为炮兵委员会里的一位官员兼译员；
[3]

 第二类著作的代表是由安东·德·罗马诺（Антон де Романо
 ）
①

 中校撰写的《关于指挥科学最重要准则的简述》（Краткое начертание главнейших правил военачальн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1802年出版）
[4]

 和普鲁士将领汉斯·冯·迪比奇（Hans von Diebitsch）于1798年撰写的《关于士兵的思考》（Мысли о солдате
 ，1801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德文版，其后于1802年出版俄文版第一卷，1803年出版第二卷）。
[5]

 罗马诺在他的书中展示了源自西欧军事文献的诸多战术信息，不过这些信息已经算不上新鲜了——他主要是在探讨莫里斯·德·萨克斯（Maurice de Saxe）的观点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做法。罗马诺还补充了一些源自个人经历的看法，他表示自己曾目睹过1796—1797年在意大利境内发生的许多会战。
[6]

 迪比奇在他的书中则主要探讨步兵的组织、队形和训练。

许多俄国军官深切领会到欧洲的战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军也有必要跟上新的战争水准。一些军官致力于编写新的条令和手册。例如，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的一群军官就在180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设计了一整套骑兵团训练科目。
[7]

 本书将在与骑兵相关章节中探讨这部著作。

1805年，俄国作为奥地利的盟友加入对法战争。许多俄国人对胜利充满自信，他们还记得苏沃洛夫取得的胜利。可奥军主力在俄军抵达之前就已被打垮，由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指挥的弱小俄军被迫在拥有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俄军此前与法军对抗的经验仅仅局限于1799年战局，很多参与此战的部队只得到了失败的经验，而且就连这些经验也在这6年里基本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与1799年的法军相比，由拿破仑统帅的法军在某种程度上已焕然一新。俄军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尽快学会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崭新的对手。

尽管如此，俄军还是在几场后卫战中表现出色，甚至在克雷姆斯（Krems）会战〔此战亦称迪恩施泰因（Dürnstein）会战，发生于1805年10月30日/11月11日〕中击败了莫尔捷（Mortier）元帅麾下游离于主力部队之外的一个军，库图佐夫的军团也免于被歼灭，它还得到了另一支俄军和若干奥军的增援，但这支新组建的联军还是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会战（1805年11月20日/12月2日）中被拿破仑打败。奥地利退出战争，与法国媾和，俄军则撤回本土。

1806年几乎是在重复前一年的战况：俄国与普鲁士联手对抗法国。然而，法军迅速将普军打垮，俄军被迫在普军的少许残部协助下与得胜的敌军交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军在几场小规模交战中表现不错，甚至在像普鲁士艾劳（Preußisch-Eylau，1807年1月27日/2月8日）、海尔斯贝格（Heilsberg，1807年5月29日/6月10日）这样的大会战中也打得不错，虽然未能取得这两场会战的决定性胜利，却也成功击退了敌军发起的所有攻击，直到会战结束时仍然留在战场上。可拿破仑还是在这场战局中设法集结了远多于联军的兵力，俄军最终在弗里德兰（Friedland，1807年6月2/14日）会战遭遇失败。

由于这场失利，普鲁士最终停止了抵抗，俄国也在蒂尔西特（Tilsit）与法国缔结和约，成为法国的盟友，然而，这份和约并不意味着俄军迎来了和平。早在1806年，与土耳其的新一轮战争就已爆发，它一直持续到1812年年初才结束；另一场针对瑞典的战争始于1808年，终于1809年；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俄军参与了1809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不过俄军和奥军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交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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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步兵

1802年4月30日/5月12日，俄军步兵采用了全新的编制。每个火枪兵团、掷弹兵团和猎兵团都被重组为3个营，每营下辖4个连。每个火枪兵团由1个掷弹兵营和2个火枪兵营组成，每个掷弹兵团由1个掷弹兵营和2个燧发枪兵营组成，每个猎兵团由3个猎兵营组成。
[1]



在和平时期，每个火枪兵团包括1名将军（团主）、6名校官、54名尉官、120名军士、564名掷弹兵、1128名火枪兵、39名鼓手、8名笛手和232名非战斗人员。掷弹兵团的兵力与火枪兵团完全一样，但全体士兵都被称作掷弹兵（共1692名）。每个猎兵团包括1名将军（团主）、3名校官、42名尉官、96名军士、1200名猎兵、27名鼓手、5名号手和199名非战斗人员。
[2]

 在战争时期，每个参战的火枪兵团或掷弹兵团都要给每个连补充24名士兵，每个营则要补充1名非战斗人员。
[3]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由4个营组成，每营下辖4个连，共有4名将官、8名校官、74名尉官、160名军士、2256名掷弹兵、52名鼓手、32名笛手、22名乐手和394名非战斗人员。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和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均由3个营组成，每营下辖4个连，这两个团各有3名将官、6名校官、56名尉官、120名军士、1692名掷弹兵、39名鼓手、24名笛手、11名乐手和312名非战斗人员。近卫猎兵营则有1名将官、2名校官、15名尉官、36名军士、400名猎兵、9名鼓手、5名号手和101名非战斗人员。
[4]



1805年战争前夕，俄军共有3个近卫步兵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和伊斯梅洛沃团）、2个近卫步兵营（猎兵营和卫戍营）、13个掷弹兵团、84个火枪兵团、1个独立营（巴拉克拉瓦希腊营）和23个猎兵团。
[5]



营编制的变化导致队形也发生变化：任何一种步兵营此时都会分成8个排。另一个变革发生在1803年2月22日/3月6日，当时，侍从将军多尔戈鲁基（Долгорукий
 ）告知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
 ）大公（沙皇亚历山大的弟弟）：

为了让全军步速保持一致，皇帝陛下已经下令将所有官兵的步幅都定为1阿尔申，慢步是每分钟75步，快步步幅与慢步相同，步速为每分钟120步……
[6]



1阿尔申相当于0.7115米。

沙皇亚历山大于1802年8月14日/26日发布敕令，规定士兵需要接受瞄准射击训练。1803年4月19日/5月1日，沙皇重申了这一点。
[7]

 康斯坦丁大公在1804年也下达过一份命令，规定猎兵团士兵需要接受瞄准射击训练，
[8]

 然而，真正得以进行的实弹射击训练很可能非常少，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因为每个团领到的训练用铅太少：在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中，铅是按照每人每年消耗3发子弹的速率分配的。朗热隆表示，有的团长尝试用陶土子弹进行训练，但这种子弹只会弄脏枪膛。他还讽刺性地补充道：“虽然我们的士兵射击水准不佳，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持枪操练［le maniement d’armes］还是相当优秀的。”
[9]

 在1812年战争前夕，甚至连近卫军也使用过陶土子弹。
[10]

 根据1805年1月23日/2月4日的法令，每名猎兵每年应当拿到6发铅弹。
[11]

 尽管用过的铅弹可以熔化重铸10次之多，
[12]

 但这显然也不足以满足瞄准射击训练的需求。

步兵主要装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帕维尔一世时期入役的步枪。1798年式步枪口径为7.75线（1俄线=0.1俄寸=0.1英寸，所以7.75线约合19.7毫米）。1805年9月13日/25日，俄军步兵开始列装新式步枪，其口径为7.5线（约合19.0毫米），新式猎兵步枪的口径也是7.5寸，但枪身要略短一些，此外还有一种口径为6.5线（约16.5毫米）的军士步枪和同样采用6.5线口径的猎兵线膛短枪。
[13]

 由于军队只是逐步换装新式枪支，俄军事实上是在同时使用新旧步枪。

在国产步枪之外，有些团还装备了外国步枪，其中一些是进口的，另一些则是缴获的。这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步枪。俄国在1806年购买了60000支英国步枪（于1807年春季到货）。时人认为，在19世纪初的各类欧洲步枪中，英国步枪的枪管质量和枪机可靠性属最优秀之列，而它的口径也在最大之列（约19.0毫米）。与此相比，法国步枪的口径大约只有17.5毫米（7线9点，1法寸=12法线=144法点=27.07毫米）。

俄军在1808—1809年奉命上报他们使用的枪支口径。从25个师下属的各个团里征集来的答复表明步兵装备的滑膛步枪有28种不同口径，最小为5线（约12.7毫米），最大为8.625线（约21.9毫米）；猎兵装备的滑膛步枪有8种不同口径，最小为5.5线（约14.0毫米），最大为8.5线（约21.6毫米）；线膛步枪有13种不同口径，最小为5.4线（约13.7毫米），最大为7.667线（19.5毫米）；猎兵线膛短枪也有11种不同口径，最小为5.5线（约14.0毫米），最大为7线（约17.8毫米）。
[14]



许多团同时装备不同口径的步枪，甚至还出现过一个团里存在4种以上口径的情况。
[15]

 利巴瓦火枪兵团团主雅科夫·叶戈罗维奇·瓦德科夫斯基（Яков Егорович Вадковский）
 少将在1809年1月29日/2月10日呈递给炮兵总督察彼得·伊万诺维奇·米勒-扎科梅利斯基（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
 ）中将的报告中写道：

……在交托给我的利巴瓦火枪兵团里，步枪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也包括了自1700年以来的各种口径，因此，其中相当一部分步枪已经无法断定现有口径，但为了完成阁下的指示，我还是将它们分成三类，大口径190支、中口径1608支、小口径50支……
[16]



每个猎兵连里的所有军士和12名猎兵装备线膛短枪（每个猎兵团共有252支线膛短枪）。
[17]

 而在火枪兵团的掷弹兵营和掷弹兵团的团主营里，每个连有4名军士装备线膛步枪（每个团仅有16支）。根据1805年1月26日/2月7日的法令，掷弹兵团和火枪兵团的每个连（包括火枪兵营和燧发枪兵营里的连）里都要有4名军士装备线膛步枪，在所需的线膛步枪生产完毕并运到各团之前，应当给每个团补充32支普通滑膛步枪。
[18]

 这样，每个掷弹兵团或火枪兵团里就有48名军士装备步枪，其余的军士依然使用戟。

1808年6月25日/7月7日的法令要求“猎兵团里的全体军士和士兵应当使用配备三棱刺刀的步枪，不再使用线膛短枪和剑形刺刀”
[19]

 。于是，猎兵团里装备的线膛短枪从那时起就逐步被滑膛枪替代了。

1809年8月28日/9月9日的法令命令掷弹兵团和火枪兵团里除上士之外的所有军士都要装备普通步枪，上士仍然配备戟。
[20]

 1811年10月9日/21日的法令最终废除了戟，上士也要配备步枪。
[21]

 军官的短矛则早在1806年就已被取消。
[22]



1808年1月20日/2月1日颁布的一道法令要求步兵团里的每个连将由国家供给的枪支数量下调12支。之所以会做出这一决定，原因在于各个团几乎永远都无法满员，而且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病员。
[23]



1808年4月9日/21日，俄军列装了口径为7线（约17.8毫米）的新式步枪。
[24]

 这种步枪是在1803年式法军步枪的基础上仿制而成。俄军的1808年式步枪还有一种短管版本计划供猎兵和龙骑兵使用。这种新式步枪也只是逐步推广，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军队中除了新式步枪之外，还依然装备着旧式步枪和外国步枪。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的俄军在训练和战术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进步。军事文献中很少探讨将步兵纵队作为冲击队形和预备队形。比如说，罗马诺中校已经在他出版于1802年的著作中解释了为何纵队非常有用：纵队可以轻松地以多种方式展开成横队，紧密纵队在攻击和防御中都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纵队能够方便地在任何地形上行进，用纵队支援炮群也颇为便捷。作者表示他曾亲历过截至1797年发生在意大利地区的诸多会战，目睹过法军在各种情况下使用纵队，甚至用纵队去冲击炮群。
[25]



罗马诺主张不要让第1列士兵跪地射击。他对此解释如下：这种射击姿态并不便于士兵作战，而且跪地的士兵会更加害怕敌方骑兵，在他看来，步兵之所以会害怕出现在他面前的骑兵，原因就在于对比自己高大的身影产生了恐惧。罗马诺认为位于第3列的步兵无须参与射击，他们应当用于增强冲击力度，填补前两列中产生的人员缺口，并在必要情况下充当预备队。
[26]

 罗马诺将第3列士兵抽调出来用作预备队的主张反映了18世纪末的某些战地实践，当时的确有些欧洲军队采用过这种方法。

于1798年转入俄军的原普军将领汉斯·冯·迪比奇在他的著作中也反对让第1列士兵跪地射击，但认为应该在敌军骑兵发起冲击时让第1列采用跪姿，所以他的观点与罗马诺存在分歧。
[27]

 按照迪比奇的说法，他不记得曾在哪一场交战中看到过第1列士兵真正跪地作战，可正如他所述：“我曾不止一次目睹过当部队列成三四列纵深的队形时，后列人员或出于恐惧或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开始射击，导致己方部队出现伤亡。”
[28]

 如你所见，圣西尔元帅从1813年的法军中发现的情况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

[image: c1]

图37.营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方阵




迪比奇计划将第3列士兵从队列里分离出来，将他们用作最近便的预备队。
[29]

 他认为军官的短矛和军士的戟毫无用处。
[30]

 迪比奇在书中详述了诸多队形和队形变换，其中包括了俄军条令和教令中未曾提及的由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变为营方阵（见图37）。
[31]

 然而，这种队形变换看起来太过复杂，执行起来也不大方便，特别是其中的第1、第2排需要在敌军骑兵迫近的危急情况下向后侧向行进，这看起来相当危险。较为方便的做法是先让这个营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然后再将这个纵队列成方阵，迪比奇主张让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采用后一种队形变换方式。

迪比奇建议在每个连中选出16名干练、聪明、目光锐利的士兵，让他们接受瞄准射击训练。这些人在充当散兵时要么两两配对作战，要么以8、10、12人为一组作战，在每一对散兵中，只要其中一名士兵还没有装填完毕，另一名士兵就不应当开火。这些散兵需要在自己所属的步兵营处于行军状态或由纵队展开成横队时提供掩护。这些做法也不算新颖。
[32]



罗马诺和迪比奇的建议对实际训练科目影响甚微。唯一符合他们主张的改革措施就是废止了第1列士兵跪地射击的规定。不过，罗马诺和迪比奇的论述不大可能在此次改革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因为相关命令早在1801年就已出现。
[33]



应当注意到，参与对土战争的部队依然长期保留第1列士兵跪地射击的做法，而且这场战争中的步兵恰恰需要时常抵御骑兵冲击。
[34]

 在多瑙河地区与土军作战的俄军部队中，巴格拉季翁于1809年禁止第1列跪地射击，
[35]

 但在1810年的某些场合，俄军还是采用过这种做法。
[36]

 同样是在1810年，一位匿名作者在《军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讲述猎兵战术的文章，文中指出，如果猎兵在开阔地带遭遇敌军骑兵，猎兵就应当列成方阵，如果敌军骑兵发起冲击，方阵第1列士兵就要保持跪姿，只有第2、第3列士兵才应当开火。
[37]



在亚历山大统治初年，军役逐渐变得较为宽松——对军官而言尤其如此，可是，在其他各个方面，特别是训练科目方面，当时仍然几乎与帕维尔一世时期毫无二致。
[38]

 步兵接受了良好的团级训练，特别是在行进和队形变换方面表现出色，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曾在1807年注意到：

他们的操练极为精确，行进也相当出色，士兵们在行进间能够立刻变换步速，就像所有人都用同一对髋部驱动一样。他们的队形变换通常是列成纵队和方阵，变换进行得十分迅速，而且也没有受到推崇正步的装腔作势者——这些人将战争视为江湖骗子的科学，把胜利当作扭曲的奖赏——的烦扰和折磨。
[39]



威尔逊可能是在看到由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Михаил Сёме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
 ）——此人是时任俄国驻英大使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伯爵之子——指挥的一个营展开训练后写下这段话的，因为威尔逊在他写于1807年5月的一封信里提到了类似的说法，而信中描述的正是该营的训练：

我再次对部队的机动感到非常高兴，我满意地发现这些人的训练情况比英军好得多，因为所有的机动都不带任何停顿就完成了，同时还能保持精确，所以，每一名士兵都必定非常熟悉他的操练原则。列成纵队和在行进间展开成横队完成得让人羡慕；根据口令改变步速也完成得十分准确，以至于整个营的所有腿都像是由同一对髋部驱动一样。
[40]



沃龙佐夫在1807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1营营长，上文所述的一切都与他的情形相符。

有些团长训练士兵在起伏地形上以跑步执行各类队形变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布托夫斯基（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товский
 ）在1805年是莫斯科火枪兵团的一名佩缨候补官（портупей-прапорщик
 ，掌旗官），他提到自己的团长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莫纳赫京（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Монахтин
 ）就曾如此训练部队。
[41]



有些经验丰富的将领意识到训练科目既不完善也无法跟上时代潮流，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去改变它：自从帕维尔时代开始，他们就丧失了干预部队训练的权利。一些报告表明近卫军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为例，1804—1805年间，这个团从每个连里抽出若干名士兵，在近卫猎兵营的一位军官指导下进行散开队形作战训练，到1805年1月，该团向康斯坦丁大公展示了训练成果，大公随后命令其他的团派出军官前往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受训。
[42]

 而在近卫军之外的常规军队中，有些猎兵军官撰写了与散开队形相关的作战教令，还着手推广了瞄准射击训练方法，本书将在后文详细讨论这些内容。

尽管如此，到了1805年战局之初，俄军依然没有准备好应对时代变迁，它的状况也不适合与拿破仑的军队交手。库图佐夫将军在被任命为旨在与奥军联手对付法军的波多利耶军团司令后，也进行了一些改善现状的尝试。俄军在分成若干独立纵队长途行军后集结在布劳瑙（Braunau）附近，他们也将与法军在那里初次交手，在此之前，库图佐夫已于1805年10月6日/18日下达了一份命令，其中包括下列说法：

出于穿越战线和便于在难以通行的地段推进的目的，有必要时常将部队列成营纵队。这种队形应当以营的中央为基准列成，让第4、第5排留在原地，其他各排以伍为单位转向左侧或右侧，由此形成纵队。
[43]



这种类型的营纵队在后来的文献中被称作“以中央为基准的营纵队”或“用于冲击的营纵队”。奥斯特利茨战前不久，库图佐夫又在1805年11月12日/24日给俄军下达的命令中重申了这种队形。
[44]



俄军的1763年步兵条令描述了以中央为基准的营纵队，
[45]

 但1796年步兵条令中却没有提到它。然而，库图佐夫规定的纵队列队方式与1763年条令中描述的纵队有所不同，反倒和法军1791年步兵训练条令中描述的“冲击纵队”一致（参见第五章“横队与纵队”图16），也就是都让各个排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赶往他们在纵队中所处的位置。
[46]

 不幸的是，库图佐夫在命令中并未规定各个排之间的前后距离（在法军的冲击纵队中，连间距离相当于半个连的正面宽度）。
③

 不过，库图佐夫倒是明确规定了这种纵队的用途：让一条战线中的营穿越另一条战线以及在起伏地带上推进，这种规定也与18世纪的法国军事理论和法军的实践相符。这一切都表明库图佐夫相当熟悉同时代的先进战术理论，也有可能了解法军的1791年条令。

然而，俄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部队在战争中使用任何一种新队形，或是执行任何一种新变换，因此，俄国步兵可能并未在1805年战局中使用这种营纵队。当俄军有必要在起伏地带长距离行进时，步兵的确会列成纵队，但他们使用的是其他类型的纵队。以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多赫图罗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Дохтуров
 ）中将关于克雷姆斯会战的战报为例，它表明莫斯科火枪兵团的3个营都以班（отделение
 ）为单位直角转弯收拢成纵队，并没有让各个排以伍为单位行进。
[47]

 笔者未能找到可靠的资料证明俄军从何时开始推行班编制，也无从知晓俄军的班在1805年如何编成。
[48]

 根据后来的规定，班的兵力应当不多于6个伍且不少于4个伍。多赫图罗夫的步兵之所以会在克雷姆斯会战中列成以班为单位的纵队，可能是出于地形缘故：这位将军的部队奉命走山路包抄敌军，而且会战本身也发生在山坡和多瑙河岸间的狭窄谷地里。

库图佐夫在一份命令中认为自己有必要提醒军官不要浪费弹药：

关于对敌作战时的火力组织问题，根据过往的经验，我知道有许多团无谓地在效果极差的射击中浪费了子弹。我希望［军官］能够劝导士兵，向他们重申这种举动毫无效果，［军官］在步兵营中决不能下令滥射，［士兵］更不能在尚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开火。
[49]



如你所见，库图佐夫根据自身经验得出结论，认为经验不足的军官可能会在远离敌军时命令部下过早开火，士兵也可能在并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开火。

可以从诸多文件和回忆录中得出一个结论：俄军步兵在1805年战局中的惯用战斗队形是两条由营横队组成的战线（第二线里的营通常比第一线少），有时还会在第二线之后留有一小队预备队。
[50]

 以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米洛拉多维奇（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Милорадович
 ）中将关于阿姆施泰滕（Amstetten）战斗（1805年10月24日/11月5日）的报告为例，它表明阿普歇伦火枪兵团的掷弹兵营和一个火枪兵营、斯摩棱斯克火枪兵团的掷弹兵营以及整个小俄罗斯掷弹兵团（的3个营）位于第一线，斯摩棱斯克火枪兵团的两个火枪兵营和阿普歇伦火枪兵团的另一个火枪兵营位于第二线。
[51]



两条战线间的距离通常是300步或100沙绳（213.4米），这符合1796年步兵条令的规定，也是罗马诺在著作中提到的距离。
[52]

 第二线负责支援第一线，必要情况下还要和第一线展开混战，为了完成轮换，第二线有必要在各营之间拉开或留出横向间隔，让两条战线能够相互穿行。预备队则要位于第二线之后200沙绳（426.8米）处。
[53]



步兵在战前行军时会分成几个相互平行的漫长纵队。各个营要根据地形具体情况列成以排、半排或班为单位的疏开纵队。
[54]

 整个军团在行军时通常会有若干支前卫部队负责掩护，每个纵队也会派出猎兵在前方和侧面加以掩护，这些猎兵在必要情况下会列成散兵线。
[55]

 遭遇敌军后，部队就要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分成两条战线。
[56]

 如果敌军实力较弱，那就只用将纵队里的部分兵力展开成横队，以便击退或牵制敌军，其余部队依然列成纵队，或跟随横队行进，或从翼侧包抄敌军。
[57]



列成战斗队形后，每个纵队都要在适当的地方设置预备队，预备队或掩护被敌军打乱、正在退却的营，以便他们在后方重整，或在整个纵队被迫退却的情况下充当后卫。
[58]

 当部队需要行进较长一段距离时，步兵就要再度从战斗队形收拢成纵队。
[59]



根据理论文献的主张，如果有必要执行敌前退却，各个营就要列成如棋盘格般交错的两条战线展开退却，第二线先停在原地，第一线后退到第二线之后80步处停下来，而后转身面朝敌军，第二线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后退，如此反复循环。
[60]



按照1796年条令的规定，步兵需要在投入战斗前卸下背包。布托夫斯基指出这是一种坏习惯，并提到他们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前的1805年战局里只卸过一次背包：当时这些人奉命进攻法军莫尔捷元帅位于克雷姆斯附近的军，由于需要行经山地，他们就在发起攻击前取下了背包。
[61]

 布托夫斯基还提到诺夫哥罗德火枪兵团的两个营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作为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使用以班为单位的纵队行进，当法军步兵突然出现在俯瞰该团的山顶上时，莫纳赫京中校下令“列成横队，卸下背包”，这导致俄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误和混乱，法军打出了一轮齐射，这两个俄国营便在混乱中溃逃。
[62]

 然而，应当注意到，布托夫斯基并非目击者，描述这一事件的其他资料也并未提及俄军卸下背包，它们只是说这两个营在突然遭遇敌军猛烈的步枪火力后就溃退了，所以布托夫斯基讲的故事看起来并不是很可靠。
[63]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日尔克维奇（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Жиркевич
 ）在1805年是第2近卫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指出奥斯特利茨会战中的近卫步兵在出发阵地上排成两条战线，把背包放在地上，装填完步枪，然后才投入战斗。
[64]

 所以，可能其他步兵也把他们的背包留在营地或出发阵地。许多俄军步兵在奥斯特利茨丢掉了背包，因为他们在投入战斗之前已经把背包放在地上，而会战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办法抵达放包的地方。
[65]



值得一提的是，法军的蒂埃博将军曾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指挥一个旅，该旅又隶属于路易-樊尚-约瑟夫·勒布隆·德·圣伊莱尔（Louis-Vincent-Joseph Le Blond de Saint-Hilaire）将军的师，蒂埃博讲述了一则类似的故事，只不过双方的情况恰好相反。按照蒂埃博的说法，他曾派出第14战列步兵团1营攻占普拉岑（Pratzen）村。可该部并未在大部队前方派出散兵。当这个营接近村庄前方的宽阔河谷时，俄军突然出现在他们正前方（这些俄军要么是一直隐蔽在谷地里，要么是伏在了地上），在极近距离上打出了致命的火力，法军的这个营在混乱中后撤。蒂埃博率领仅仅3个营——第36战列步兵团和第14步兵团2营——前进，已被击溃的第14团1营在此期间只能停下来重整队形。蒂埃博用这三个营冲击俄军，第14团2营还在行进途中展开成横队，法军最终成功击退俄军并攻占村庄。
[66]



法军以在大部队前方运用步行散兵侦察敌情的能力而闻名，可在这一战例中，却轮到他们毫无预兆地遭遇敌军，这着实令人惊讶。不过，奥地利将领卡尔·威廉·冯·施图特海姆（Karl Wilhelm von Stutterheim）作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亲历者，却在描述会战时提到联军第4纵队在占据普拉岑村后发现了敌军散兵（tirailleurs）。
[67]

 然而，施图特海姆并不在普拉岑，而是身处特尔尼茨（Telnitz）村附近的南翼战场，
[68]

 所以，他描述的普拉岑战况应当源自第4纵队中的奥军。

库图佐夫在上文提到的10月6日/18日命令中宣布应当频繁运用刺刀冲击，还就冲击过程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要严格禁止未得到旅长或旅长以上将官命令时便高呼“乌拉”（ура
 ）的做法，要特别注意让士兵始终待在一起，还要培养在完成冲击后迅速停下重整的能力。
[69]



事实上，关于1805年战局的战报和回忆录中都经常提及刺刀冲击，俄军指挥官通常都不喜欢与法军展开漫长的交火，而是偏爱发起刺刀攻击。有的指挥官甚至禁止士兵装填子弹，以便在刺刀冲击时一枪不发，曾在苏沃洛夫麾下参与1799年意大利、瑞士战局的米洛拉多维奇将军就在阿姆施泰滕战斗中给阿普歇伦火枪兵团掷弹兵营下过这样的命令。
[70]



俄军将领、军官和士兵都深信他们在刺刀冲击中优于法军。他们铭记着苏沃洛夫的胜利，认为那基本上是依靠刺刀冲击赢得的。即便有些团主要由没有实战经历的士兵组成，即便那些团排成一条完全没有支援的战线，它们仍然能够发起刺刀冲击并迫使敌军退却，正如朗热隆所说，他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亲自率领的梁赞火枪兵团和法纳戈里亚掷弹兵团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团隶属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卡缅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少将的旅，这个旅又属于朗热隆的第2纵队。这个纵队原先已经离开了普拉岑高地，可当卡缅斯基听到普拉岑高地传来交火声后，他就率领自己的旅返回高地并将此事上报。朗热隆赶到卡缅斯基那里，批准了他的决定，后来又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与卡缅斯基伯爵会合时，他已将自己的旅背朝我们的各个纵队展开成横队，敌军也把两三个步兵旅在距离我军横队200步处展开，他们的横队拉得比我们的长，而且恰好位于我们刚刚离开的营地……

很快，法军战线就朝卡缅斯基旅打出了十分猛烈、极为致命的步枪和霰弹火力，这个旅立刻就损失了许多人。我军还之以没那么猛烈、指挥也不得力的火力——大部分我军士兵都在朝空中开火。与此同时，他们卸下了背包以减轻负担，我必须公允地评价他们，必须指出尽管他们发觉自己身处危险境地，尽管面对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尽管他们几乎没有作战经验，尽管敌军突然从后方发起攻击给他们带来了严重影响，尽管大部分人是头一回听到炮声，他们还是在将近两个小时里表现得相当令人钦佩，在这两个小时里，两个团中超过一半的士兵倒在了地上。看到这致命的火力后，我认为有必要停止射击，转而用刺刀向前推进。负伤的勃兰特［Brandt］少校身先士卒，率领法纳戈里亚团1营向着敌军猛冲过去。他们缴获了两门火炮，但敌军的兵力优势实在太大了，这个营被迫退却，扔下了缴获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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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热隆在呈递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战报中就奥斯特利茨会战中的这一幕给出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其细节与回忆录略有出入：

法军的各个纵队被卡缅斯基伯爵的旅挡住，它们在霰弹火力下退却了大约300步，被迫列成了一个三角队形，一面对抗该旅，一面对付奥军。后者在卡缅斯基伯爵［旅］投入战斗后重新集结并列队，还从下向上射击，效果甚微。法军所在的位置要比奥军高得多，也略高于俄军。法军一展开完毕就开始射击……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说法能够形容我们在这场战斗中的感受：“我们被包抄了。”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我们在遭到包抄后与列成战斗队形的敌军交战，而他们就身处我们在3个小时前才离开的那片营地。然而，我们不仅有序地列成横队，而且还看到某个营里有些士兵低头射击，我向他们吼道：“抬起头，记住你们是俄罗斯掷弹兵！”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一名士兵还容许自己做出这种机械动作：在头一次经历战火的人中，这是一种颇为寻常的动作，法纳戈里亚团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士兵参与过战争，我的团［梁赞团］里打过仗的士兵只有100或150人，50名军官里也只有5个有战争经历。

为了向法军施压并鼓舞我军士气，而且我当时也不认为敌军的实际兵力有那么强（敌军第一线所处位置妨碍了我观察其余战线），我决心向前推进。命令执行得有如训练一般，法军后退了。法纳戈里亚团1营在一位优秀军官——勃兰特［Brandt］少校，他还受了伤——的指挥下推进到距离法军很近的地方，缴获了两门被敌军放弃的火炮。可是，法军将领和军官把他们的士兵带回战场，还出动我们直到那时才发现的第二线兵力支援，这就轮到我们的营退却并返回原阵地了，缴获的两门火炮也被迫放弃。我军列成一条战线的6个营轻易迫使法军战线后退（他们大大高估了我部的实际兵力），这就向我证明了一点，要是我们手头拥有更多的部队（他们当时待在我们后方1.5俄里远的地方，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我们本可以将法军赶往蓬托维茨并夺占普拉岑高地。

法军迫近到距离我军200步远的地方，展开了非常猛烈的射击，他们射击指挥有方，火力非常致命，我们的士兵还之以指挥没那么得力的会战射击。我希望终止这种射击，代之以全营齐射［tirer par bataillon］，尽管卡缅斯基伯爵和波格丹诺夫［Bogdanov/Богданов
 ］中校竭力投入此事，甚至英勇到走到横队前方，在士兵枪口下扬起佩剑，但我依然未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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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火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此期间我几乎总是和卡缅斯基伯爵一起待在他的团［法纳戈里亚团］1营和2营之间，那里是火力最猛烈的地方……

我也可以明确指出，在那悲惨的一天里，这6个营战斗时间最为漫长，在列阵对战中进展最大，他们的抵抗为左翼的各个纵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如果这些纵队愿意赶来支援，就能够补救战局。

……卡缅斯基伯爵的旅在遭到包抄时已经有1200多名士兵当场阵亡，超过30名军官丧失战斗力，它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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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到，法军在某些时刻的感受也不比俄军好多少：蒂埃博将军在会战这一阶段指挥他的旅与联军第4纵队的奥军步兵和卡缅斯基旅交战，他表示他们既没有得到来自拿破仑总部的消息，也没有军长苏尔特元帅的音讯，所以对自己的孤立处境感到焦虑。蒂埃博如此描述俄奥步兵的冲击：

敌军从各个方向朝我军扑来，而这次轮到我军在拼命争夺阵地时被迫收拢［ployer］了。我军此时面临极为可怕的冲击［chocs］，只有放弃［en cédant］阵地才能让部队维持齐整并保住火炮，尽管火炮给敌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它们也不再能阻止敌军，他们似乎被我军的抵抗激怒了。最后，我军在经历了一场持续20多分钟的恐怖混战［mêlée］后需要稍作休整。刺刀战［à la bayonnette］之后又是极为猛烈、近乎直射的交火，这时，圣伊莱尔将军匆忙赶来与莫朗［Morand，另一位旅长］和我会面，他说：“这个［地方］守不下去了，先生们，我建议你们另择一处我们能够守住的后方阵地。”

按照蒂埃博的说法，就在此刻，第10轻步兵团团长普泽（Pouzet）上校加入了会谈，说服他们留在原地。蒂埃博继续写道：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团里，得益于我军士兵的优异表现，我军寸步不退地击退了所有攻击，一再发动猛烈的反击；而在俄军那边，他们则发出骇人的吼叫［hurlements］……在这些可怕的冲击［chocs］中，俄军步兵整营整营地战死，没有一个人脱离队列，他们的尸体就横陈在步兵营原先站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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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随后发起攻势，他们突破了敌军战线，最终牢牢掌握了普拉岑高地。从蒂埃博的用词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恐怖混战”（mêlée effroyable）指的是一系列独立发生的冲击与反冲击，中间夹杂着近距离交火。俄军不大可能在与法军拼刺刀时整营整营地战死，肉搏战后的尸体同样不会列成笔直的队列。事实上，按照上文引用的朗热隆说法，俄军在卡缅斯基旅冲击前后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列队交火，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朗热隆在描述此战时并没有提到混战，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还指出自己从未在强击（工事）以外的场合目睹过刺刀战。

如你所见，蒂埃博提到了俄军士兵令人惊讶的英勇表现。在普拉岑高地战斗结束后，圣伊莱尔师被派往索科尔尼茨（Sokolnitz）村和村旁的索科尔尼茨城堡，那里当时已被俄军占据。双方在街道上发生了一场激战，城堡、谷仓、马厩和其他建筑物里也是如此。蒂埃博写道，他目睹俄军士兵尽管孤立无援，却像身处步兵营队列里一样冷静战斗。有些士兵受了重伤，几乎无法自行站立，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冷静地装填、射击，就像是在进行训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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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埃博旅蒙受了惨重的伤亡。根据他的说法，第14、第36团三分之二的军官非死即伤，第36团的236名掷弹兵中仅有17人还留在队列里。
[75]

 阿里斯蒂德·马蒂尼安编纂过1805—1815年间拿破仑麾下军官伤亡情况的清单，该清单表明，这两个团在奥斯特利茨共有2名军官战死、42名军官负伤——其中一名伤员在10天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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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将领施图特海姆也讲述了联军和法军步兵在普拉岑高地上的战斗：

……第四纵队的俄军步兵向着普拉岑高地右侧推进，前卫部队也已经抵达他们本应据守的高地，俄军步兵向他们派出了援军；但在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冲击下，这支前卫部队在进行了十分短暂的抵抗后就放弃了［高地］。

这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联军］需要夺回前卫部队丢失的地段。俄军发起了冲击，他们在距离敌军太远的地方开火，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杀伤效果。法军纵队对火力不管不顾，依然在向前推进，但到了相距大约100步时，他们也开始射击，到了那时，法军的火力已经全面覆盖，十分致命。敌军逐步将密集纵队展开，列成了由几条战线组成的战斗队形，迅速向高地推进，左翼以［普拉岑］村里的教堂为依托，右翼以这些高地里的最高点为依托。敌军在那里列成了一个钩子般的队形，用以抵挡第三纵队［实为第二纵队］尾部。它就是卡缅斯基将军的旅，这个旅和纵队主力分离，面朝高地列成横队，威胁到苏尔特元帅［第四军］的右翼……

在这场不幸的会战中，这位将军［卡缅斯基］的部队表现异常英勇。他们支援了奥军的几个旅，这一援救使得联军有机会恢复兵力平衡，进而冲击高地，法军将领凭借极好的指挥技艺、眼力［coup-d’œil］和作战经验让部队在高地上展开机动，充分利用凹凸不平的地形躲避火力并掩蔽机动。只有拼命地用刺刀发起全线猛攻才能扭转这一天的战况。几个奥地利旅和卡缅斯基将军的旅冲向法军；俄军［在冲击时］发出了惯常的吼叫［cris］；但法军镇定地迎击联军，还之以猛烈火力，这在俄军的密集队列中造成了可怕的杀戮。米洛拉多维奇将军从右翼突向高地，但贝格将军和列普宁斯基将军受了伤，他们的部队丧失了信心，在战争中，没有信心就会一事无成。攻击的激情很快就冷却了。敌军的优势兵力和行动很快就让我军的行进变得飘忽不定，随之而来的还有指挥不当的步枪火力。虽然如此，某些军官的榜样作用还是暂时起了作用，这让［卡缅斯基旅所在的］左翼再度英勇前进，法军的右翼暂时退却。［奥军的］萨尔茨堡［Salzbourg］团和奥尔施佩格［Auersperg］营怀着极大的勇气作战。卡缅斯基旅总是表现出色。奥军将领尤尔奇克［Jurczech/Jurczeck］受了重伤。敌军深知这一阵地的重要性，他们转而攻击联军，攻击毫无支援、已被联军左翼完全抛弃的联军。第4纵队不可避免地丢失了整座普拉岑高地，也丢掉了大部分火炮——火炮被困在了这一带的黏土里。我军穷尽了各种努力以减轻这样一次退却中不可避免的混乱。与此同时，敌军的火炮已经向前推进，他们用火炮猛烈轰击正在退却的联军，将其彻底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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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施图特海姆身处另一片战场，他对普拉岑高地战况的描述可能源自第4纵队里奥军人员的说法。施图特海姆文中提及的格里戈里·马克西莫维奇·贝格〔Григор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Берг
 ，其德文名为格雷戈尔·冯·贝格（Gregor von Berg）〕少将是小俄罗斯掷弹兵团的团主。他在用德文写成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在奥斯特利茨的行动。在这次进攻中，他左髋中了两发失速的霰弹，受了挫伤，从马上摔下去不省人事：

当我恢复知觉后，我意识到几名军官和士兵正把我架在我的大衣上搬走，同时，我注意到我团士兵已经转身背朝敌军，这个团正在跟着我撤退。这一幕让我极为失望，竟到了让我竭力跳起、让两名军士扶住胳臂帮助我来到前线的地步。这时，我拔出剑朝着士兵大声呼喊，命令他们转身列队，这条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可随后就有一发子弹从我右臂上方飞过，尼基京上士［Feldwebel Nikitin/фельдфебель Никитин
 ］当时正在右边扶持着我，子弹打穿了他的筒帽［kiwer］，打进了后脑勺里，因此他立刻倒地死去。由于尼基京是个大个子，他倒下时便拖着我一起倒地，另一位军士——青年贵族奥斯特罗格拉茨基［Ostrogradsky/Остроградский
 ］——以为我也战死了，他扔下了倒在地上的我，一边跑开一边大喊：“我们的将军战死了！” ［Генерал наш убит
 ］然后整个团都跟着他喊了起来——“我们的将军战死了！”我的士兵抛下了我，让我躺在战死的上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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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贝格被他的士兵抛弃了，而后沦为战俘，他要到1806年才得以返回俄国。

不幸的是，苏沃洛夫的“贯穿冲击”训练方式已经被遗忘了。朗热隆如此描述俄国近卫步兵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发起的冲击：

[康斯坦丁］大公命令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发起刺刀冲击，但他们当时距离敌军还有大约300步。他们冲向敌军，士兵跑过去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法军第一线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刻打退、击溃了第一线。可第二线继续投入战斗。法军得到了增援，近卫军遭到重创，被迫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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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俄军步兵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还是表现得极为坚韧。布托夫斯基写道，即便俄军已经全面撤退，俄军步兵仍然击退了法军骑兵的所有冲击，那些胆敢直接冲入俄军步兵密集队列的法军骑兵则被刺刀捅死。
[80]

 布托夫斯基还谈到了奥斯特利茨会战最后阶段的战斗，当时，莫斯科火枪兵团和维亚特卡火枪兵团需要掩护多赫图罗夫将军麾下的其他部队，让他们能够穿过池塘间的狭窄通道：

……敌军步兵涌向特尔尼茨村，用步枪展开乱射。达武元帅冒险发动刺刀冲击，我们则以苏沃洛夫的方式迎击：加谢夫斯基［Гасевский
 ］营长、沙姆舍夫［Шамшев
 ］营长、克利缅科［Клименко
 ］连长、绍斯塔克［Шостак
 ］连长、马尔科夫［Марков
 ］连长、普罗布斯特［Пробст
 ］连长对士兵大吼：“小伙儿们，别给自己丢脸！捍卫沙皇和俄罗斯母亲！”士兵们当即投入战斗，每个人原先都在不断低声祈祷，都在安静地向我们的父［Отче наш
 ，上帝］反复诉说，可就在那危险的时刻，他们突然就凶猛得像是直扑鬣狗的老虎一般，伴着“主与我们同在”［С нами Бог
 ］的吼声，他们愤怒地疯狂刺杀敌人！……人们只能偶尔发现与之类似的壮阔景象，笔墨也不足以表达残暴和屠戮带来的恐怖：简而言之，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野兽般的追捕，在这场追捕中，双方人员都在责任感驱使下像持剑决斗一样砍杀至死……早在孩提时代就熟悉拳斗的俄国人勇猛作战，用上了祖祖辈辈的各种诀窍；法国的剑术远不及俄国人那无人可比的勇猛。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铭记着他肩负掩护纵队——它当时正以三人宽的队形通过狭窄的道路赶赴磨坊——的职责：先用刺刀干掉一个，再用枪托解决一个，最后折断迎面伸来的枪管。当敌人冲过来的时候，许多人极为敏捷地踩到敌人的脚上，使得其朝后倒地，或是干脆打出一发子弹将其解决，还喊道：“这要是波拿巴就好了！”（Кабы Бонапартию
 ！）在搏斗中，要是燧石没法发火或是刺刀被弄弯，那就让枪口朝上，用枪托砸向敌人的脑袋。这样，勇敢的俄国人展现出了奇迹般的气概，让无畏的法国人就此长眠！他们就像是收割机刀刃前面的禾苗一样倒下，他们的队列越发稀薄。可每当我军继续施压，敌军就会补充全新的部队。苏尔特率领他的胜利之师出现在上湖
⑤

 的源头，铅弹遮蔽了天空。屠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团长苏利马已经被击倒，法国人拖走了他。就在这时，纵队已经越过了那座命中注定的磨坊。只有莫斯科团和维亚特卡团留在后头，法军加倍投入兵力，我们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奥格茨德［Аугест/Augezd］高地上持续不断的炮击已经将磨坊、堤道和桥梁悉数摧毁；上湖里的水涌了出来，路面坑洼越来越多。那时传来了一声吼叫：“把军旗从旗杆上扯下来，自救吧！”人们失魂落魄。这两个团在打出最后一轮齐射后就以散乱的集群往水里冲去，对面的陡峭湖岸虽然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也并不能阻止攀爬。恐怖并没有结束，一个人需要具备惊人的敏捷才能避免在光滑的斜坡上下坠，才能不至于陷进深深的坑洞里。我们几乎刚刚来到对岸，就发现敌军又在毫无同情心地用子弹和霰弹急速射击，我们遭到了敌军火力的覆盖。夜幕即将降临，最后的战斗也到来了。
[81]



这场战斗显然属于隘路上的战斗。从布托夫斯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团和维亚特卡团被迫应战，这是因为他们无法立刻退却——他们身后是一条挤满了后撤部队的狭窄道路。布托夫斯基或许不愿被别人视为精于虚构的家伙，因而明确指出这样的战斗极为罕见，但他还是有可能夸大了交战规模。莫斯科火枪兵团团长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苏利马（Николай Сёменович Сулима
 ）上校的确沦为战俘，许多军官和士兵也被俘了，这个团的余部最终也被迫溃逃。法国军官奥古斯特-朱利安·比加雷（Auguste-Julien Bigarré）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是第4战列步兵团的中校指挥官
⑥

 ，他十分简短地描述了这场战斗：

……就在他们［俄军］穿过村庄时，我带着自己的团冲了过去。我的2营俘获了由苏利马［Solimath］上校指挥的莫斯科团［régiment de Moscou］，1［营］俘获了这个团的一个掷弹兵连，夺取了两面军旗。
[82]



如你所见，比加雷声称这场战斗发生在村庄内部。应当注意到，他显然夸大了自己团的战绩：莫斯科火枪兵团并没有全体被俘，也没有丢失一面军旗。

俄军步兵主力无法立刻找到应对法军散兵的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俄军步兵很少接受瞄准射击训练。猎兵的训练情况略好一些：在1805年，猎兵团中的每名猎兵得到的铅弹比之前的年份多出3发，也就是说实弹训练总数是每名猎兵9发铅弹，
[83]

 但这同样不够。在猎兵团中，所有军士和每个连中挑选出的12名士兵会装备线膛短马枪（每个团有252支线膛枪）和较长的剑形刺刀。
[84]

 雅科夫·奥西波维奇·奥特罗先科（Яков Осипович Отрощенко）
 在1800年从军，他当时效力于第7猎兵团，此人提到，剑形刺刀并没有得到良好养护，它甚至有可能在开火时掉落。
[85]



所有步兵中，只有猎兵多少接受过一些散开队形作战训练。他们可能仍在使用库图佐夫于1786年为布格河猎兵军撰写的教令，将它的修订版本作为训练手册。猎兵在列成密集队形时要排成二列横队。
[86]

 时人认为猎兵的主要职责是在树林、灌木丛、起伏地带和村庄作战。
[87]

 在奥斯特利茨战前，巴格拉季翁麾下前卫部队曾进行过一系列战斗，他在一份呈递给库图佐夫的战报中指出自己还需要一个猎兵团，因为前卫部队里并没有足够的猎兵去守卫阵地前方和右侧的所有山地和树林。
[88]

 他必定认为火枪兵和掷弹兵并不适于在这类地带作战。

如前所述，猎兵也要负责掩护正在行军的纵队。在奥斯特利茨，猎兵团走在纵队前方，而且也会在必要情况下列成散开队形。第2纵队指挥官朗热隆写道，在当天早晨的行军中，他派出第8猎兵团〔团长为拉普捷夫（Лаптев
 ）上校〕对抗出现在纵队右侧的法军散兵，此外还派出维堡火枪兵团掷弹兵营前去支援。在战斗中，猎兵团3营列成了散兵线，在猎兵击退法军散兵后，他们就和掷弹兵一起回到纵队前方。
[89]

 在奥斯特利茨，第4纵队并没有猎兵，作为纵队先头部队的诺夫哥罗德火枪兵团之所以会和法军不期而遇，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猎兵不仅要负责驱逐敌军散兵，也要与敌军主力交战，以便掩护正在行进或列成战斗队形的其他部队，他们还会负责攻击村庄或据守村庄。
[90]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康斯坦丁大公派遣近卫猎兵营进占布拉齐奥维茨（Blaziowitz）村，巴格拉季翁将军也派出3个猎兵营占据克鲁格（Krug）村和霍卢比茨（Holubitz）村。
[91]



第7猎兵团团主米勒〔Müller，他在俄军中被称作伊万·伊万诺维奇·米勒第三（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иллер 3-й
 ）〕少将在该团的奥斯特利茨战报中指出它是第3纵队的先头部队，与敌军散兵发生过交战，将敌军逐出了索科尔尼茨村和索科尔尼茨城堡，缴获了两门敌军火炮，而后追击敌军，夺取村后的小丘就地据守，以此掩护纵队通过村庄，当敌军骑兵试图攻击刚刚走出村庄的纵队前部时，他又率领自己的团回头击退敌军。
[92]

 第7猎兵团的另一个营属于第1纵队，参与了特尔尼茨村战斗，施图特海姆提到过该营的情况：俄军猎兵和奥军的一个营先是占据了这个村庄，然后法军步兵利用突然出现的浓雾迫使联军撤出居民点，联军的撤退还导致原先在后方支援他们的新因格曼兰火枪兵团陷入混乱，不过，奥军的两个骠骑兵中队发起反击，阻止了法军步兵的推进，联军的秩序随后也得以恢复，他们再度发起攻击，将敌军逐出村庄。
[93]



当俄军需要散兵时，猎兵不可能无所不在，从与法军初次交手开始，俄军就不得不多次从火枪兵营或掷弹兵营中抽出一部分士兵充当散兵。在上文提到的10月6日/18日命令中，库图佐夫指出：

当一个营通过有森林或其他类似障碍的地带或行经村庄之类的地方时，它无须等待将领的命令，应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抽出散兵掩护该营行进。
[94]



正如战报和回忆录所述，在战斗中，从火枪兵营和掷弹兵营中抽调的散兵通常会执行下列任务：支援猎兵，
[95]

 在没有猎兵的情况下阻挡敌军散兵，
[96]

 或是在起伏地形里追击敌军。
[97]



总的来说，在1805年战局中，各种资料会频繁提及抽调火枪兵和掷弹兵充当散兵，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堪称常事了。以贝格将军为例，他就提到过阿姆施泰滕会战中的一幕：

……敌军想要用散兵［Tirailleurs］包抄我军侧翼，但我从自己的旅里抽出几百名散兵［Стрелки
 ］与之对抗，他们在一条小河边非常英勇地挡住了敌军的推进……
[98]



将掷弹兵用于散兵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的装备和训练都不适于这种战斗，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格林卡（Фё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линка
 ）在1805年担任米洛拉多维奇将军的副官，他认为：

在面对俄军的刺刀时，法军永远都不会英勇顽强地正面抵抗；他们会立刻逃跑、散开，只有在散开后才能表现出色；每一名射手都利用一块石头、一片灌木或任何便于隐蔽的地方隐藏起来，攻击耻于闪躲、总是径直冲向敌军的俄军……

在克雷姆斯，我军身材高大、头戴长羽饰的掷弹兵被派去展开散兵战，这正如法军所愿，散开的矮小法军便躲在石块后面朝他们开火。俄国掷弹兵高大健壮，能够用刺刀以一敌十，却被躲在灌木后头的孱弱法国佬用一发子弹打死……

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俄国士兵不擅长散兵战的结论，他们只要略微改变装束并稍加学习，就能够超过法国士兵。
[99]



如你所见，格林卡认为俄军士兵并没有接受隐蔽在地物后方的训练，甚至将这种隐蔽视为耻辱，因而非但不会隐蔽起来与敌军散兵对射，反而会直接朝敌军方向行进，让自己撞上敌军火力。格林卡还认为俄军士兵只要能够配备合适的装备、得到恰当的训练，就能够成为优秀的散兵。

米洛拉多维奇在他呈递给库图佐夫的克雷姆斯战报中写道，就连一些指挥散兵的军官也不顾他要求隐蔽的命令直接冲上前去，结果蒙受了非常惨重的伤亡。
[100]

 总的来说，俄军散兵在1805年有能力与敌军散兵形成相持，甚至能够将其击退，但他们或许会蒙受远高于敌军的惨重伤亡。

朗热隆、格林卡和布托夫斯基也都指出法军步兵不论是列成密集队形还是散开队形，其火力都比俄军步兵有效得多。他们指出了造成这一差距的几个主要因素：俄军缺乏瞄准射击训练、步枪质量低劣（枪管质量不好或年代太久、枪托平直不利瞄准、同一个团里装备不同口径的枪支等等），而且火药质地不佳（炮兵火药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每年分发给士兵用于射击训练的子弹数量太少，朗热隆也指出俄军步兵在交火中的劣势迫使他率部在奥斯特利茨发起刺刀冲击。
[101]



1805年战局结束后，俄军立刻采取了诸多手段增强步枪火力。军中引入了一种弯曲的新型枪托，它更便于士兵瞄准某一预定目标射击。
[102]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命令和教令不断要求训练士兵瞄准射击。

用于新兵训练的火药和铅也开始增长。以1805年组建的科斯特罗马火枪兵团为例，每一名新兵在训练期间都拿到了30发铅弹和可供射击100次的火药。射击训练时使用高2.75阿尔申（1.95米）、宽1阿尔申（0.71米）的木板作为标靶，木板后方设有土堤，以便从中找到铅弹重复利用。
[103]



总的来说，新兵只会学习战争中的确需要用到的东西，任何没有必要的训练都被废弃了。
[104]

 不幸的是，俄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俄国在1806年再度参与对法战争，而且还和土耳其打响了一场全新的战争。

米哈伊尔·费多托维奇·卡缅斯基（Михаил Федот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
 元帅曾短暂指挥过东普鲁士地区的俄军，当时的俄军刚刚组建了师，卡缅斯基便给各位师长下过一道命令，规定如果一个师在行军途中遭遇敌军攻击，它就要以旅为单位展开成战斗队形，每个旅列成三条战线，每个步兵团的第1营组成第一线，第2营组成第二线，第3营组成第三线。营要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也就是正面宽度为两个排横队的营纵队），前后两线间的距离要不少于70沙绳（约150米）；各旅之间的横向间隔为100—150沙绳（约200—300米），以便给各个旅留出将营展开成横队的空间，也便于炮兵在各旅之间自由机动。
[105]



这种队形可能不是为会战设计的，而是用于各条战线在敌前交替退却的场合。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巴格胡夫武特少将曾在撤离永科沃（Jonkowo）时（1807年1月23日/2月4日）将他的后卫部队分成三线，但他并没有严格遵照卡缅斯基的命令列队。各条战线之间前后相距120步（约85米），步兵营也可能列成横队而非纵队。
[106]



在普乌图斯克（Pułtusk）会战（1806年12月14日/26日）中，俄军步兵排成两道实力大体相当的战线，还留有一小支预备队：第一线有21个营，从右到左依次为：立陶宛、科波里耶、穆罗姆火枪兵团，圣彼得堡掷弹兵团，叶列茨、罗斯托夫火枪兵团，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第二线有18个营：切尔尼戈夫、波洛茨克、纳瓦吉、托博尔斯克、沃伦、尼佐夫火枪兵团；预备队有5个营：图拉火枪兵团和来自雷瓦尔火枪兵团的2个营。俄军两翼还各设有一支强大的前卫部队：旧奥斯科尔、维尔纳火枪兵团，雷瓦尔火枪兵团的1个营和第4猎兵团位于左翼，由巴格胡夫武特少将指挥；坚吉火枪兵团和第1、第3、第20猎兵团位于右翼，由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Барклая-де-Толли
 ，他是德意志化的苏格兰裔波罗的海贵族，其德文名为米夏埃尔·安德烈亚斯·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少将指挥。
[107]



普乌图斯克会战中的俄军由列昂季·列昂季耶维奇·本尼希森（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Беннигсен
 ）将军指挥，他是自1773年以来一直效力于俄军的汉诺威人，德文名为莱温·奥古斯特·戈特利布·特奥菲尔·冯·本尼希森（Levin August Gottlieb Theophyl von Bennigsen），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讲述这场会战：

双方都极为英勇地投入战斗，从中午11时打到晚上7时。交火极为猛烈、持久，前后共计6个钟头，我们右翼的交火尤为激烈。双方的步兵横队几次靠得很近，近到似乎纠缠在一起。我军步兵的英勇表现在欧洲始终享有盛誉，可是，此前几场战局中的若干不幸事件导致她的声誉在那些对俄国士兵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心中有所降低，我们看到我军步兵决心在这一天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表现，以此为自己正名。

另一方面，法军已经习惯于在他们那位伟大统帅亲自指挥下击败面前的一切敌人，当这些人展示了罕可匹敌的勇猛并加倍努力之后，才在普乌图斯克痛苦地头一回选择退却。
[108]



在莫龙根
⑦

 战斗（1807年1月13日/25日）中，普斯科夫火枪兵团和第25猎兵团组成了俄军的第一线，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组成了第二线，第5猎兵团的两个营在第一线之前展开成散开队形，该团的第三个营则充当支援部队。
[109]



普乌图斯克会战结束后不久，本尼希森将军接过了东普鲁士和波兰境内全部俄军的统帅权。他对俄军步兵在艾劳会战（1807年1月27日/2月8日）前的列队方式描述如下：在第一线中，每个步兵团的两个营列成横队，第三个营虽然也列成横队，但要位于前两个营后方100步处（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在1807年担任巴格拉季翁将军的副官，作为艾劳之战的亲历者，他认为第三个营列成了纵队
[110]

 ），位于第二线的各个团则要在第一线之后200步处列成以展开的营为单位的团纵队（三个营横队前后相继）。本尼希森如此解释这种安排（见图38）的意义：

[image: Figure-0341-0042]


图38.艾劳会战的俄军步兵战斗队形

……第一线的第3营是预备队，它可以在必要情况下迅速前来支援这条战线，又不至于［令战线］出现断裂或产生缺口，位于第二线的两三个团也可以在短时间内编组成一个纵队，前往需要他们的地方。

我在所有战斗中都发现这种战斗队形优于大纵队队形，法军在冲击中使用后者，要想挡住大纵队，就只能在防御阵地上摆出纵深队形［ordre profond］。一条前后仅有三列的单薄横队如何能够挡住纵队？怎么能够不被纵队突破？我可是时常看到法军在纵队冲击时出动了10000人乃至更多的兵力！拿破仑皇帝这位伟大统帅准确地计算出强大的纵队在冲击中相对于单薄的三列横队——这种队形至今仍未被废弃——的优势，直到那时，他在与所有军队交锋时都能够轻松地突入、击溃乃至彻底打败横队。当然，在第一次冲击当中，这些紧密的大纵队必定会因敌军炮兵［的火力］而损失许多人员；可当庞大的密集纵队突破横队后，战况就无可挽回了。这些纵队在推进中不会给这些已经被击退、打散的横队留出重整队形的时间。它们不可阻挡，军队一旦被［法军以］这种方式突入，又没有准备好能够阻挡这些强大纵队的密集队形，那就总是会遭遇完败……我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抵挡这些大纵队的冲击，唯一应当采用的原则就是像法军那样使用密集纵队，而且始终要在附近留出强大的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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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安托万·亨利·德·若米尼（Antoine Henri de Jomini）也在艾劳会战现场，他认为俄军步兵就像法军步兵在1797年越过塔利亚门托河时那样列成了混合队形（ordre mixte）：每个团中有一个营列成横队，另两个营在第一个营两翼列成纵队（见第五章《横队与纵队》图21）。
[112]



在两条步兵战线之外，本尼希森还保留了强大的步兵预备队。第4师的步兵和第7师的部分步兵团位于中部战线后方，他们列成了两个由展开的营组成的纵队（每个营都列成横队，一个师里的所有营前后相继）。左翼后方的预备队是第14师的步兵，该师的团列成由展开的营组成的团纵队，各个团纵队又形成了位于同一条线上的并列纵队。
[113]



根据《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Журнал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的记录，在海尔斯贝格会战（1807年5月29日/6月10日）中，俄军的步兵团列成了团横队，每个师的各个旅前后相继。
[114]

 其他资料则认为第一线各个团的列队方式几乎与艾劳一模一样，也就是每个团中有两个营展开成横队，第3营部署在后方，区别就在于第3营在海尔斯贝格会列成纵队。
[115]



从对1806—1807年战局各次交战的诸多描述来看，刺刀冲击依然是俄军步兵青睐的作战方式。俄军通常会让法军迫近，用火力加以迎击，然后再用刺刀展开反击，
[116]

 反击时会敲响战鼓，往往要让团里的管乐队奏乐，有时还会伴有响亮的笑声，达维多夫说莫龙根战斗中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曾在刺刀冲击时哈哈大笑，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Ермолов
 ）表示艾劳会战中的弗拉基米尔火枪兵团也曾这么做过。
[117]

 根据达维多夫的说法，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里当时还有大约100名曾在波将金麾下作战的老兵（Потемкинских
 ）。在莫龙根战斗中，当法军用刺刀向该团某营发动冲击时，这个营便大笑起来。
[118]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沃尔孔斯基讲述了他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故事：

法军腾跃兵纵队竟敢发起刺刀战，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对此大为震惊，他们说了句：“咱们还犯不着对这些矮个儿
⑧

 上刺刀。”他们把步枪倒转过来，用枪托击退了法军纵队。
[119]



《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对莫龙根战斗有如下描述：

两个法国团端起刺刀冲向我们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它极为坚定地等待敌军迫近，以至于敌军那两个团还没推进到20步以内就都后退了。
[120]



可以从这些引文中看出，双方并不会相向而行投入刺刀战，通常会出现其中一方单方面发起刺刀冲击或反冲击（在这个战例中，按照沃尔孔斯基的说法，俄军在反冲击时用的还不是刺刀，而是“枪托”）。

另一方面，根据许多拿破仑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居民点争夺战中却经常发生刺刀战或肉搏战。在艾劳会战前夜，普鲁士艾劳镇上就发生过激烈的刺刀战，当时，俄军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索莫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Сомов
 ）少将的第4师投入战斗，想要夺回艾劳镇，关于这场战斗存在多份记载。符腾堡的欧根亲王以本尼希森将军副官的身份参与了1807年战局的这一阶段，他提到过该师某些团的战斗情况。欧根表示他在艾劳镇争夺战中和图拉火枪兵团待在一起。根据此人的说法，托博尔斯克、波洛茨克、坚吉火枪兵团跟在图拉团之后突入教堂庭院，在那里展开了血腥的肉搏战（blutigsten Handgemenge），俄军在这场战斗中清除了当地法军。在围绕城镇本身展开的后续战斗中，俄军发现法军躲藏在房屋里，就（闯进去）杀死法军，把尸体扔出窗外。欧根把这种战况称作战争史上少有的恐怖血腥屠杀（gräßliches Blutbad）。
[121]

 从欧根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该战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残杀。

这里应当回顾一下符腾堡的欧根对刺刀这种戳刺兵器的实战用途的看法：他认为刺刀在100次战斗中有99次派不上用场，只有当胜利者追上失败者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122]



瓦西里·杰姆钦斯基（Василий Демчинский
 ）也讲述过艾劳镇里的战斗，此人在1807年是波洛茨克火枪兵团里的一名军官，战后一个多月，他在写给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Пётр Пётрович Коновницын
 ）将军的信中表示（这封信写于1807年3月1日/13日）：

索莫夫将军在此刻将他的师列成了纵队，从左侧前往普鲁士艾劳，1月26日下午1时，战斗开始，当法军看到我军过来后，就在位于对面的菜园、栅栏、街道和各类建筑物里从各个方向朝我军开火，我军尽管以纵队接近艾劳镇，但还是对着街道和“基尔基”
⑨

 展开成横队，而且在小丘上部署了2门火炮，朝着镇子里的这条街道射击了几下，这个时候，团主下达了命令，前进、前进、上刺刀乌拉，这就是他的口头命令，敌军的子弹根本无法阻挡，我们团冲在最前方。整个团和我都朝着街道跑了过去，门口还长着高大多刺的树木，不过我们还是爬上了栅栏和篱笆，我的第1排接近了这个设有障碍物的入口，我在最前方头一个跃过了栅栏，可栅栏钩住我的外套，把它挂在了上面，就在这时，据守这座教堂庭院的法军站成一圈朝我打了几枪，幸运的是，这几枪并没有命中我，我排里的掷弹兵跟在我后面跳了过去，还扯下了我的外套。我并没有下令开火，而是让他们端着刺刀朝着那堆人冲了过去，他们逃往远处的门口，我们赶到庭院离街道最近的门口，看到有一整个营的法军携带着两面军旗正站在“基尔基”周围的地上，但他们并没有列队，而是挤成几堆。我让自己的排尽快列队，还把一些赶过来的其他人员补充到我的排里，让他们从街道一边的墙壁排到另一边，列成横队，我向前走了3步，然后拔出军刀，下令：前进，前进，上刺刀乌拉。

这队法军变得相当胆怯，他们相互推搡，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开，有的人还埋在［隐藏在］“基尔基”、房屋和棚子附近，从窗子后面射击已经迫近的我军，一队人冲上了街，我派了几名掷弹兵跟在后面，另一队人带着一面军旗［开始离开］某栋房屋，正在跃过栅栏跑向野外，我那个无畏的掷弹兵排在那里发起冲击，开始砍杀和戳刺，他们出于愤怒不给任何人求饶机会，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缴获了法军的旗帜……［我］和我的掷弹兵一起跃过栅栏进入野外，看到第3营位于城镇正面，法军面朝第3营列成横队，他们后方设有火炮，距离我们不超过0.25俄里，我不敢冲过去，而是命令士兵在位于不同地点的房屋和栅栏后面从不同方向朝法军射击，全团都进入了这个地方，法国佬被吓坏了，由于到处都有成堆的人被捅死，我觉得他们用刺刀捅掉了多达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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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杰姆钦斯基的记载中看出，即便在居民点争夺战里，刺刀冲击也不一定会导致刺刀战，敌军时常会立刻溃逃，但在有限的空间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逃掉，那时的情况就是大肆杀戮乱成一团的敌军集群，随后则是捕杀那些想要藏起来的敌人。根据杰姆钦斯基的说法，他的团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团长加夫里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卡索夫（Гаврила Алексеевич Черкасов
 ）上校和另外两名军官战死，团主彼得·潘捷列耶维奇·波波夫（Пётр Пантелеевич Попов
 ）少将和8名军官负伤，当夜，杰姆钦斯基的连里只剩下60名士兵。

关于次日展开的艾劳会战，某些亲历者称它为这个时代最激烈的会战之一。大约中午时分，当法军皮埃尔-弗朗索瓦-夏尔·奥热罗（Pierre-François-Charles Augereau）元帅的军向俄军方向推进时，一阵暴雪降临了，它大大降低了能见度，当风雪突然停止后，有些法军纵队惊讶地发觉它们已经来到位于俄军中央阵地的庞大炮群前方，而且距离非常近。俄军炮兵发射霰弹，使敌军陷入混乱，然后，几个俄国步兵团发起刺刀冲击，奥热罗的这个军陷入混乱，蒙受了惨重损失。
[124]

 达维多夫提到这时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刺刀战：

……暴雪中厚厚的雪花被卷起，两步以外的一切都看不清。奥热罗军迷失了方向……天色明朗时，该军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中央炮群面前，这让他们和我们都大为惊诧。70门火炮喷射出地狱般的火力，一阵霰弹撞在他们的枪管上，叮当作响，砸进了那活生生的肉、骨集群。莫斯科掷弹兵团、施吕瑟尔堡步兵团
⑩

 和索莫夫将军的步兵旅如饥似渴地端起刺刀冲了过去。法军出现了动摇，但在得到鼓舞后还是挺起了胸膛，用刺刀对上刺刀。随后发生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战斗。超过20000名双方人员用三棱刺刀相互刺杀。人们成群地倒下。笔者亲眼见证了这场荷马式的屠戮，我可以诚恳地说，在自己军事生涯经历的16场战局里，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代，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杀戮！可以公允地将它称作战争艺术的史诗。在大约半个小时里，无论是位于这场交战中还是身处外围，你都听不到一点枪炮的声响，只能听到数以千计的勇士在肉搏战中无情地相互砍杀时发出的那难以描述的嘈杂声。尸堆上摞着新的尸堆，数以百计的士兵在死人堆上跌打翻滚，这一整片战场很快就像是突然建起来的高大壁垒。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奥热罗军被击溃了，我军步兵猛烈追击，戈利岑公爵也指挥骑兵中央集群赶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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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掷弹兵团和施吕瑟尔堡火枪兵团隶属于彼得·基里洛维奇·埃森（Пётр Кириллович Эссен
 ）中将的第8师，索莫夫少将的旅（图拉、托博尔斯克火枪兵团）则属于第4师〔由于师长戈利岑（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团主）在艾劳会战中负责指挥俄军骑兵，该师同样由索莫夫指挥〕。

应当注意到，达维多夫当时是巴格拉季翁将军的一名副官，而由于巴格拉季翁此前几天指挥的从各个师中抽调兵力组成的后卫部队在会战前一天与主力会合后就按照军队作战序列返回了原有的师，因此巴格拉季翁在艾劳会战中实际上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笔者并不清楚达维多夫在会战当天身处何处，也不知道他在距离那场他生动描述的战斗多远的地方目击了它。

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人则留下了与达维多夫略有差异的描述。以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彼得罗夫（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Петров
 ）为例，他在1807年是叶列茨火枪兵团（隶属于第2师）的一名尉官，他表示：

……密不透风的大雪开始飘落，很快就把我们的阵地统统遮住了，奥热罗军在这片黑暗中偏离了拿破仑指定的行军方向，正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那样，这个军转向左侧，直接闯进了我们由前后三条战线组成的之字形阵地的角落里，法军纵队先头部队冲出雪幕后直接来到了位于中部的我军主力炮群前方，这个拥有40门火炮的炮群倾泻出霰弹。法军想要退后，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奥斯特曼师和其他师的那些团将每个团位于前方的两个营向左右两侧展开成团横队，不仅完成了包抄，而且还开始用俄国刺刀将他们歼灭！相当多的步兵和骑兵赶来增援我军，敌军那恐怖的尸堆很快就填满了郊区里那长着草的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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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从彼得罗夫的记载中看出，法军“想要退后”，也就是说他们打算退却，但俄军包抄了法军纵队的侧翼，此后与其说是战斗，还不如说是屠戮。

帕维尔·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格拉贝（Павел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Граббе
 ）在1807年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在弗拉基米尔火枪兵团的第1营和第2营中间指挥两门轻炮，按照他的回忆：

在［会战的］第一个小时，一阵暴雪让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东西。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就在我的火炮前方，相距不到30步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支法军纵队，它居然距离严阵以待的我军战线那么近，这也显然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没有实心弹，每门火炮只有5发霰弹，而且都已经预先装填了霰弹。在这么近的距离上，霰弹拥有毁灭性的杀伤力。纵队转向右侧，冲向弗拉基米尔团2营（我位于2营和1营之间）。［我军］用刺刀迎击敌军，但还是被［法军］从中部突破了。我朝着那个敌军纵队的中段和尾部打出了最后一批霰弹，就在那时，我身后的炮手叫了起来：“法国佬！”这让我回头张望。一些法军从后方冲入了炮群，但我军很快就追了上去。他们统统被刺刀宰杀，我只能从我麾下炮手的剑下救出几名法军。火炮的挽马负了伤，所有弹药也都用尽了。这一阶段的刺刀战以［敌军］纵队的彻底毁灭告终。战场上满是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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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火枪兵团隶属于第7师，该师原先是预备队的一部分。笔者尚不清楚这支法军步兵纵队是如何接近弗拉基米尔团的，要么是这个纵队击穿了俄军的前几条战线——这不大可能发生，要么是俄军已经从预备队中抽出该团，并将它投入前线交战中，鉴于格拉贝表示这个团列成了战斗队形——至少有两个营在展开成横队后左右相邻，这两个营之间还部署了配备给该团的火炮，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就比较大。叶尔莫洛夫也提到弗拉基米尔团与法军奥热罗元帅的步兵军交过手，不过，他并不是目击者：

……11时左右，大雪遮住了阳光，战斗中断了一刻钟……阳光将黑暗驱散时，一支法军步兵纵队已经出现在距离第7师不到100步远的地方。业已就位的我军各团突然出现［在敌军视野里］，这让他们大为震惊，甚至停了下来。弗拉基米尔火枪兵团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以此表现出最恐怖的冷酷，端起刺刀冲了上去，［让法军］没人［活下来］哀悼战友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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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拉贝的说法中可以判断出一点：当溃逃的法军已经出现在他后面时，他的火炮还在打出5发霰弹中的最后一发，这表明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快：在近距离射击——此时几乎不用瞄准——中，6磅炮能够在一分多钟乃至一分钟之内打出5发霰弹。因此，法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几乎是立刻突破了弗拉基米尔团2营的横队。但法军随后就被位于弗拉基米尔团这两个营之后的俄军部队击溃，这批部队可能是弗拉基米尔团的3营，也可能是另一个团。被击溃后，法军只能任人宰割。

从格拉贝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步兵的近距离交战可以说是相当难以捉摸，它包括了一系列的冲击、反冲击、个别部队的退却或溃逃、局部突破乃至残杀，当胜利者追上了溃逃的敌人，无情地屠杀所有被抓到的对手时，就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

符腾堡的欧根指出俄军的刺刀冲击威力十分强悍，可却往往会导致俄军损失惨重，冲击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在他最初经历的几场战局中尤为常见。其原因就在于发动刺刀冲击的时机并不正确，组织得也不算好。按照欧根的说法，法军用精准的火力迎击俄军，迫使俄军为无畏的进攻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便法军一线部队时常会放弃某些地段，它的下一梯队也会使用和一线部队相同的办法杀伤俄军。
[129]



上文提到的杰姆钦斯基在写给科诺夫尼岑的同一封信中如此讲述艾劳会战：

波拿巴率部从三个方向攻击我军，到处都出现了极为猛烈的枪炮火力，它们既落到我军这边，也落到敌军那边；横队之间展开了对抗，当双方横队接近时，我军的横队端起刺刀猛冲，法军的横队就跑了回去，然后，法军纵队又派出新的横队，我军的横队被他们击退，我们在这种退却中往往也会被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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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杰姆钦斯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俄军的确可以用刺刀冲击打退法军步兵位于前方的几个横队，但在这些横队后方，法军还设有列成纵队的预备队。这些纵队会出动生力军，进而迫使俄军退却，而俄军步兵在退却中时常会陷入混乱。如你所见，杰姆钦斯基的记载与符腾堡的欧根对俄军步兵在此次战局中刺刀冲击情况的整体印象相符。

有些将领会让敌军迫近己方部队，然后并不让麾下的所有步兵全部发起冲击，而是先出动一部分兵力，再用后续兵力加以支援。《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描述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斯特曼-托尔斯泰（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
 ）将军麾下的俄军步兵在艾劳会战中抵挡达武元帅的法军，文中的说法便揭示了这种情况：

双方散兵展开了漫长、激烈的交火，当两军距离近到足以发起刺刀冲击后，中将奥斯特曼伯爵就出动了每个团的第1营，让第2营支援第1营，然后出动了预备队中的所有兵力，多次击溃敌军，给他们造成重大损失。
[131]



之所以步兵营会以如此连贯的方式推进，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由奥斯特曼-托尔斯泰指挥的左翼中，位于第二线的第2师和在后方充当预备队的第14师下属各团起初都是让各个营前后相继。

步兵单位即便在成功发起刺刀冲击后也往往会陷入全面混乱。胜利使得士兵过度兴奋，继而导致他们追杀敌军，有时候就会追得太远，而阻止士兵追击是非常困难的。在贝格弗里德
⑪

 战斗（1807年1月22日/2月3日）中，由3个步兵团组成的俄军分遣队守卫阿勒（Alle）河上的一座桥梁。一个法军纵队杀过了桥，俄军则发动反击迫使其撤退。乌格利奇火枪兵团的一个掷弹兵连冲过桥追击法军，这回就轮到掷弹兵连在遭遇惨重损失后败退了，连长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
 ）上尉也受了重伤。
[132]



有几位艾劳会战的亲历者表示，当奥热罗元帅的军败退后，几个俄国步兵团和骑兵团展开了追击，其中一个营几乎追到了拿破仑本人所在的艾劳镇郊区公墓，但还是被敌方生力军打散了。
[133]

 而按照拿破仑麾下将领和军官的说法，这个营却变成了三四千人的纵队。

有的时候，俄军步兵的冲击会以彻底失利告终，这是因为这些冲击组织得很糟糕。以1807年2月20日/3月4日的采赫恩（Zechern）战斗为例，法比安·威廉莫维奇·冯·德·奥斯滕-萨肯（以下简称萨肯）将军手头有多达20000名士兵可供支配，与当面之敌相比具有可观的数量优势，他多次出动相当薄弱的兵力发起攻击，且并没有动用其他部队加以支援。结果，俄军的所有冲击都被打退，反倒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奈伊元帅在此战中指挥法军，他的战报写道：

敌军的机动情况非常糟糕，曾经七八次伴着恐怖的吼叫在极度混乱中迫近我军，他们推进到距离我麾下各个步兵营只有15步远的地方，但处处都遭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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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和失利，刺刀冲击仍然被视为迅速击退敌军的有效方式。叶尔莫洛夫对1807年5月24日/6月5日的洛米滕（Lomitten）村战斗描述如下：

多赫图罗夫将军发觉敌军虽然兵力薄弱，却得到了坚固鹿砦的保护，而且在和他们交火时每次只能投入一个营。近卫猎兵团的两个营就端起刺刀迅猛地冲了上去，立刻将敌军撵走。
[135]



多赫图罗夫将军的上述战斗是本尼希森全军大攻势的组成部分。俄军分成几个纵队发起进攻，根据事先的安排，上文提到的萨肯将军应当率领他的纵队在多赫图罗夫纵队左侧推进，但他出于某些未知缘故拖延了行程，最终抵达预定位置的时间要比原计划晚得多。萨肯纵队的延误导致在更左侧作战的巴格拉季翁纵队也被迫推迟进攻。结果，整场作战行动并未如本尼希森所想取得成功。此事发生后，萨肯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以从本尼希森那里接到了前后冲突的命令为由替自己辩解。审判持续了3年之久，但萨肯除了在亚历山大一世面前失宠一段时间外并未遭遇严重后果。
[136]

 近卫猎兵团的一位匿名军官则更为细致地描述了该团在洛米滕的战斗：

多赫图罗夫将军于上午10时着手进攻敌军筑垒据点，敌军英勇抵抗，而且还从帕萨尔格（Пассаржи
 /Passarge）［河］那边得到了增援，反倒令我军的努力损害了自身。

他［多赫图罗夫］已经将麾下的13个营投入战斗，尽管他们将法军逐出了邻近筑垒阵地的地区，可在付出代价后却无法将其彻底击败，尤为重要的是，一旦苏尔特元帅发觉萨肯并未抵达，他立马就会不断地将新锐部队投入战斗，这促使多赫图罗夫将军请求皇储康斯坦丁尽快出兵支援，皇储派遣他的侍从将军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
 ］率领我们近卫猎兵团的2个营和5个枪骑兵中队前去支援。我们在下午4时抵达战场，半个小时之内就投入战斗。这时，我们的上校圣普列斯特伯爵机智地调整了部署，展开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战斗。他命令1营先穿过正在展开徒劳交火的我军部队，然后强击鹿砦，强击时伴随大举包抄，突然猛攻敌军，使［敌军］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火力，陷入无序和混乱。执行情况完全符合预期。我所在的1营无畏地投入了战斗，哪怕它没有在第一次强攻时拿下堡垒，但它至少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随后，聪明的圣普列斯特伯爵发现战况陷入胶着，就指挥部队绕了过去，以罕见的勇气攻入后方。

敌军发觉自己突然被围，他们陷入了混乱，只想到如何逃命，开始在极度混乱中飞快地逃离堡垒。猎兵立刻开始追击溃逃的敌人，他们尽管在洛米滕村得到了新的援军，却还是被得胜的猎兵从这个村子里撵了出去……

不过，在我看来，多赫图罗夫将军预计萨肯即将到来，因此起初不打算以这种方式进攻，而他采用的灾难性手段——在添加进攻兵力时只是逐营投入，并没有出动重兵——则导致他陷入极端境地，甚至要向大公请求增援，这既鼓舞了敌军，也给他麾下的步兵灌输了气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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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位讲述者的说法，近卫猎兵团在此次战斗中死伤了250多人，也损失了最优秀的军官，伤员中包括该团团长埃马努伊尔·弗兰采维奇·圣普列斯特〔Эммануил Францевич Сен-При
 ，其法文名为纪尧姆-埃马纽埃尔-热尼亚尔·德·圣普列斯特（Guillaume-Emmanuel-Geignard de St.Priest），他是一位法国流亡者之子，此时效力于俄军〕，还有许多军官战死或重伤，讲述者本人也被一发子弹伤到了脚后跟，而且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治疗，他最终丢掉了一条腿。如你所见，根据这位讲述者的说法，由于多赫图罗夫希望萨肯将军的纵队投入战斗，他就没有果断地动用大部队猛烈冲击。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奥博连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
 ）在1807年是因格曼兰龙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也是多赫图罗夫将军的副官，他对此战描述如下：

树林的防御得到了巩固，以至于那些被派过去的团虽然损失了很多人，却并不能将其拿下。

多赫图罗夫将军派我到总司令那里去报告战况并请求增援。

我发现本尼希森正在率部攻击敌军筑垒营地。关于我的报告，他对我是这么说的：“你们打得热火朝天，真遗憾，其实只需要佯攻。”这个评论令我极为惊讶，因为要是只用牵制敌军，不去真正展开战斗，我们就不至于付出多达1000人死伤的代价，可他的命令却是：进攻并肃清帕萨尔格［河］岸边之敌。
[138]



从奥博连斯基的记载和萨肯的辩解之词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本尼希森并没有在进攻前发布的命令中明确地阐述作战计划。

在1807年5月29日/6月10日的海尔斯贝格会战中，法军步兵曾多次对俄军阵地发起进攻，这些阵地位于高处，而且前方设有几座野战工事，于是，法军就得冒着俄军炮兵的猛烈火力发起攻击，随后还会遭遇俄军步兵的迎击。《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和本尼希森、叶尔莫洛夫的回忆录多次提及俄军步兵用刺刀发起反击。
[139]

 此战中规模最大的反击之一至少涉及6个步兵团，其中包括由拉夫连季·拉夫连季耶维奇·瓦尔涅克（Лавренти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Варнек
 ）少将指挥的谢夫斯克、佩尔瑙、卡卢加火枪兵团，正如本尼希森所说，这三个团在战斗中大量运用了俄国步兵最喜欢的武器——刺刀。
[140]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托卢别耶夫（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Толубеев
 ）在1807年是基辅龙骑兵团的一名军官，也是该团团主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利沃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ьвов
 ）将军的副官，他讲述了法军对其中一座工事的冲击和俄军的反冲击：

敌军竭尽全力想要夺取我军从阿勒［河］算起的第二座炮垒……几次派出庞大的步兵纵队攻击炮垒，当敌军步兵抵达炮垒、攀上胸墙时，我们的炮兵就用双锋短剑砍杀这些大胆的家伙。由于这样的战斗发生了不止一次，很多战死的敌军堆积在胸墙脚下，我们的炮兵只有把他们扔到一边去才能继续开火。离胸墙越远，尸堆就越低，在距离胸墙足有霰弹射程那么远的地方，那里的景象就像是收割过后的麦田一样。每当敌军胆敢接近这个炮垒，就会发生最可怕的屠戮；除了我军部署在炮垒之内的加农炮和独角兽炮发射霰弹粉碎敌军纵队之外，位于炮垒后方的我军步兵也会在敌军迫近时迎头痛击。某些作者在描述战争时说有些会战是血流成溪，如果他们的说法属实，那么这个炮垒里就该是血流成河了，可能够看到的情况绝非如此，这或许是因为鲜血已经被尸体堰塞、掩盖了。新近组建的佩尔瑙步兵团在团主恰布洛科夫［Чаблоков
 ］少将的指挥下位于距离炮垒不远的地方，它被派去迎击一支正朝我们开来的庞大步兵纵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景象。佩尔瑙团的士兵们以冲击姿势持枪，尽管敌军相比之下看起来相当可怕，可他们走向敌军那大型密集纵队的步法就像是在跳从前的波兰舞一样；当那个恐怖的大纵队朝着这个团打出一轮齐射后，年轻的佩尔瑙团小伙儿们就像雄鹰扑食一般朝着敌军猛冲过去。法军的剑术徒劳无益，他们挥舞着步枪，想要格挡俄国刺刀的刺杀，但刺杀的方向是不可变更的。位于敌军前列的士兵在挥舞步枪的同时也开始后退，可他们又没有转身，这就挤压了身后的所有人员，让敌军纵队里的其余士兵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佩尔瑙团的小伙子们踩在死者身上刺杀敌军，像是在用草叉处理禾捆。许多［佩尔瑙团的士兵］将步枪投掷出去，就像古代人投掷标枪一样，他们确信自己能够拿回枪支，而且就算不能立刻收回也可以从敌人身上拿到步枪，他们从地上捡起敌军枪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枪支使用。与此同时，［少将］阿纳斯塔西·安东诺维奇·尤尔科夫斯基［Анастасий Антонович Юрковский
 ］率领他的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攻入［敌军］侧翼，切断了这个敌军密集纵队的退路。然后，敌军炮兵开始无差别地同时轰击敌我部队。这就是这个本该被全歼或俘虏的纵队竟然还会有一小部分残部归队的原因，他们把好几面军旗留给了佩尔瑙团的士兵，我已经记不清缴获了多少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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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瑙火枪兵团的团主名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乔格洛科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оглоков
 ，引文原文误作恰布洛科夫）。他在1807年还只是一名上校，1808年才晋升为少将。火枪兵团在1811年统一易名为步兵团。托卢别耶夫记载中的偏差表明他要到1811年之后才会写下这段话，但他的写作年份可能也不会晚于1813年，因为佩尔瑙团彼时已经更名为掷弹兵团，佩尔瑙团在海尔斯贝格夺取了法军第55战列步兵团的鹰旗。
[142]

 至于“波兰舞”，它指的大概是波兰慢步舞（polonaise），一种步调缓慢的庄重舞蹈。

叶尔莫洛夫则对法军在傍晚时分对俄军某座工事发动的一次攻击描述如下：

……一支强大的法军掷弹兵纵队朝它推进。他们得到了一道宽阔谷地的保护，在一段距离内免遭我方炮火威胁，可他们一走出谷地，就遭遇了我军各个炮群的交叉火力和主工事里的霰弹火力。尽管这个纵队里出现了混乱，它还是推进到了那条壕沟前面，可是，我军保卫工事的那几个团用刺刀攻击了它，导致它在极度混乱中溃逃。打垮一支如此优秀的部队原本不该这么容易，不过，它也的确吃不消几个炮群的联手作战。

如你所见，叶尔莫洛夫一方面声称俄军步兵的刺刀反击使法军陷入溃逃，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炮兵，他也坚信俄军炮兵的行动是反击取胜的原因之一。

另一些目击记录描绘了略有差异的景象。前文提到的奥博连斯基表示：

5月29日，［法军］掷弹兵组成的紧密纵队一个接一个地以令人诧异的良好队形朝着我军阵地前进。我军的24门火炮予以迎头痛击，先是用实心弹，然后上霰弹。当我们的炮群将敌军纵队杀伤一半后，我们的步兵再冲下［斜坡］迎击敌军。

两军在极近的距离上交手，都采用急促射击，但都没取得什么进展，任何一方都不敢发起刺刀冲击。法军并不能承受如此猛烈的火力，［他们］虽然还是秩序井然，但终究是后退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损失了更多的人员。
[143]



应当注意，奥博连斯基显然夸大了炮火给法军造成的损失。他的记载表明俄军并不是完全依靠刺刀反击手段打退法军冲击。叶尔莫洛夫也提到“许多地段的步兵离开防御工事，有个地段［双方］的整条战线都展开了会战射击”
[144]

 。

人们可以时常在书中发现有人引述拿破仑战争亲历者雅克·马凯·德·蒙布勒东·诺尔万（Jacques Marquet de Montbreton de Norvins）对弗里德兰会战最后阶段里的一段插曲的描述。俄军当时被迫退却，而俄国近卫军负责掩护其余部队。它先是遭到法军炮兵的轰击，然后遭到法军步兵的冲击，根据诺尔万的说法，当时爆发了一场刺刀战。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后来复述过他的简短故事。
[145]

 其他史学家——包括俄国史学家在内——也重述过诺尔万的故事，其中有些人甚至没有运用原始版本，而是使用了钱德勒的转述，甚至采用了更为缩略的写法，以致某些读者会产生诺尔万全程目睹了这场刺刀战的印象。
[146]



诺尔万在1807年是所谓的“敕令骑兵”（gendarmerie d’ordonnance）里的一名中尉，这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骑兵部队（2个中队），它组建于1806年，兵源是法国富人和贵族的子孙。这支部队参与过1807年的古特施塔特（Guttstadt）会战，还在这场会战中对哥萨克成功发动了冲击（这并不奇怪——哥萨克往往会避开正规骑兵的正面冲击），此外也参与过这次战局中的几场小规模战斗。诺尔万因为其中某次战斗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同年7月，这支部队最终解散。1808—1810年间，诺尔万在德意志境内的威斯特法伦王国——该国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érôme）统治——担任过诸多职位，他在1810—1814年间又是罗马的警务长官。因此，诺尔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从军经历。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诺尔万写了一本名为《拿破仑史》（Histoire de Napoléon）的书，在书中以种种方式极力颂扬皇帝的业绩和他麾下军队的功勋。
[147]

 此书十分畅销，在整个19世纪再版了大约30次。不过，这个与弗里德兰有关的故事则出现在另一本书里，那是诺尔万的个人回忆录，写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诺尔万对弗里德兰会战最后阶段描述如下：

我最终看到了这场大戏那恐怖的最后一幕，七八百门火炮充当管弦乐队，300000战士表演着哑剧。俄国近卫军都是征召过来的北方巨人，他们身处弗里德兰镇周围那重重遮掩的谷地，是敌方大军固执的最后的希望，我方奈伊［元帅］军和杜邦［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法军将领］师的战列步兵向他们发起冲击，用刺刀展开杀戮。这是一场侏儒击败巨人的战斗，正是这些小个加斯科涅人在夜里用波兰话向拿破仑索要面包。
⑫

 进攻和防御都异常激烈，可以说双方在谷地里拉锯了两个小时之久，鲜血没过了我们的马膝，我们在攻入弗里德兰之前看到俄国近卫掷弹兵的尸体都横在地上，就连尸体也几乎排列整齐，大部分人都是胸部中刺刀而亡，这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没法把刺刀捅向更高的地方。这些勇士中的每一个人都英勇自卫，坚守着自己的队列。
[148]



如你所见，诺尔万的故事里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夸张情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大大高估了军队的参战兵力和火炮数量。当诺尔万表示他目睹了大戏的最后一幕时，他显然是在谈论整场会战而非法国步兵和俄国近卫军在弗里德兰镇郊的战斗。刺刀战的故事看起来相当不现实：来自普通战列步兵的法国小个子击败了高大的俄国近卫军。诺尔万提到他只是在两个小时后才来到交战现场。从诺尔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便他曾经目睹过这场战斗，也必定是远远地观望，因为敕令骑兵几乎始终和近卫军里的轻骑兵待在一起，他们距离正在高地上观战的拿破仑并不远。诺尔万不可能亲眼看到弗里德兰郊区争夺战的细节，也很难断定那里是否发生过刺刀战。

根据诺尔万的说法，他只是在和其他骑手——这些人可能也来自他所属的中队——一道穿过战场时看到了被杀死的俄国近卫军。应当注意到，这场会战是在日暮时分结束的，所以，诺尔万行经战场时很可能天色已黑。他显然不可能将所有战死的俄军士兵都端详一遍，所以，他要么是在臆测几乎所有倒在战场上的俄国近卫军都被刺刀杀死，要么转述了旁人的夸张说法。

不过，那些真正亲历过会战的法国军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样的细节。以前文提到的弗朗索瓦·维戈-鲁西永为例，他在1807年是第32战列步兵团里的一名军官，该团恰好隶属于杜邦师，此人提到，当这个师发起进攻时，俄军步兵冲出来保卫他们的火炮，发动了他曾目睹过的最可怕的一次冲击。根据维戈-鲁西永的说法，第32团迎击了俄国的“普罗巴津斯基”（Probazinski）近卫团，并且突入（enfoncé）该团，将这个俄国团彻底打垮（totalement écrasé）。应当注意到，écrasé这个词在维戈-鲁西永笔下并不意味着刺刀战，在关于1809年7月28日塔拉韦拉（Talavera，位于西班牙境内）会战的记述中，他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营（他在1809年指挥第8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用相距60步的一轮齐射击溃了英军的一整个团——第83步兵团（这当然是大大夸张了）。
[149]

 笔者不能断定维戈-鲁西永提到的俄国团究竟是哪支部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并没有参与弗里德兰会战，俄军当时派出了部分兵力在阿伦堡（Allenburg）镇附近守卫阿勒河渡口，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也是其中之一。
[150]



即便诺尔万目睹过被刺刀捅死的俄军士兵，那也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死于刺刀战当中——法军完全有可能用刺刀解决倒在战场上的俄军伤员。有些法国军官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提到了这种做法。蒂埃博将军表示，他们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前得到了预警：如果法军在向前推进时绕过了那些不能走动的俄国伤员，把他们留在身后，那么这些人就会再度拿起武器，让法军陷入前后火力夹击之中，因此，他就命令部下不要在身后留下一个活着的俄国人。
[151]



弗朗索瓦-罗克·勒德吕·德·埃萨尔（François-Roch Ledru des Essarts）在1805年是第55战列步兵团的上校团长，该团和蒂埃博旅隶属于同一个师。他提到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大约有400名俄军在索科尔尼茨城堡的庭院里被俘，可是在此之前，他的士兵杀死了所有俄国人，并不想留下任何战俘，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报复俄军的残酷行径。
[152]

 法军对俄军的怨怒可能出现在克雷姆斯会战之后，那里的战况正如布托夫斯基所述：“这一仗里没有任何怜悯，一切都沦为刺刀的受害者。”
[153]



俄军伤员继续坚持射击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以弗朗索瓦-勒内·普热（François-René Pouget）为例，他在1805年是第26轻步兵团的上校团长，根据普热的记载，就在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之际，双方还有许多伤员留在特尔尼茨村里，有个断了一条腿的俄军士兵朝着过去帮助他的法军士兵开了火。普热提到这位法军士兵并没有被打死，但那个俄国人立刻就被刺刀捅了五六下，当场毙命。
[154]



法国军官费利克斯-让-马里·吉罗·德·兰（Félix-Jean-Marie Girod de l’Ain）在1807年效力于恰好也隶属于杜邦师的第9轻步兵团。他提到该团1营在弗里德里希会战中负责保护炮群，要随炮群行进，因此会来到某些原先被俄军占据的地方。根据他的说法，俄军的死伤人员正好标记出哪些地方原先是俄军据守的阵地。有位俄军伤员的一条腿被实心弹削去了一半，他躺在距离该营100步远的地方，一再朝它开火。最后，这个营的营附跑到那名俄军士兵身边，想要解除他的武装，可他还是挥舞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抗拒，于是这名营附就只能抵近射击给他补了一枪。
[155]

 因此，诺尔万看到的俄军死者可能并非死于刺刀战，而是被人补了刀。

1806年和1807年初的俄军步兵营通常会在战场上列成横队。就连刺刀冲击也是用这种队形执行的。
[156]

 这种情况在1807年春季发生了变化。康斯坦丁大公在他于1807年5月22日/6月3日签发给近卫师的一份命令中规定：

攻击［敌军］纵队时不应当使用横队，而要使用纵队。如果一个营并未参与交战或充当预备队，它就要列成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

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即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列成的纵队，它相当于法军的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也和库图佐夫在1805年规定的在“困难”地带行进和步兵越线换防时使用的纵队相同。康斯坦丁在命令中还规定步兵在击退敌军并展开追击时不要追得太急、太远，而要有序地先派出一个营，再出动另一个营（可能来自同一个团）支援，但一般来说，在击退敌军之后，还是得命令步兵不要投入追击，而且得禁止步兵在并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脱离队形。
[157]

 这条命令反映出康斯坦丁担心部队在追击敌军时秩序全无。

将营纵队用作攻击队形的做法或许是在暂停军事行动的两个月里引入的，但它最早要到1807年6月或7月才可能成为实战中广泛采用的攻击队形，到那时，《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中就会经常提到由散兵掩护的纵队向敌军推进。
[158]



和1805年战局一样，1806—1807年战局中的俄军部队大体上是缺乏经验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谢尔巴托夫（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Щербатов
 ）在1806年是科斯特罗马火枪兵团的少将团主，他提到自己在1806年12月14日/26日的戈维明（Gołymin）会战（这场会战与普乌图斯克会战发生在同一天）中接到了据守俄军左翼林地的命令。当时归他指挥的部队除了自己的科斯特罗马团之外，还有第聂伯火枪兵团、塔夫里达掷弹兵团的一个营和普斯科夫龙骑兵团的两个中队。谢尔巴托夫在1805年亲手组建了科斯特罗马团，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团没有一名士兵曾参与过战斗，甚至连一名打过仗的军官都没有。

当谢尔巴托夫的步兵进入林地后，他就发觉法军散兵已经进占此地。他决心让步兵撤出林地，可就在此刻，一个不属于他的团却走在纵队前头的营遭遇了法军散兵火力，这个营变得慌张起来，开始混乱地转向侧面。按照谢尔巴托夫的说法，恐慌情绪立刻在纵队里从头到尾传了个遍，他麾下的所有步兵都开始混乱地后撤。

从谢尔巴托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指挥着六七个营列成一个纵队进入林地，在这个纵队当中，所有的步兵营都前后相继——在18世纪军队的战前预备纵队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部队机动方式，可到了19世纪初，在与法军步兵的林地战斗中，这种队形就不大适用了。应当注意到，谢尔巴托夫的纵队遭到了法军散兵的射击，这意味着谢尔巴托夫并没有等到俄军散兵驱逐法军散兵——从而为纵队清扫干净行进路线——就率领他的纵队向前推进。总的来说，从谢尔巴托夫本人的说法来看，他的行事多少有些莽撞。

谢尔巴托夫随后表示，他赶到军旗所在地，下马举起团旗，带着旗帜冲到他计划让部队列队展开的地方。士兵虽然有些混乱，还是跟了过去。他命令自己的副官把营旗按照适当的间隔排开，士兵随后各就各位，列成了横队。敌军就这样被挡住了。谢尔巴托夫写道：“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短暂的混乱，原因不在于怯懦，而在于缺乏经验。”
[159]



在这场战局中，科斯特罗马团后来相当不幸：在1807年1月25日/2月6日的霍夫（Hof）战斗中，科斯特罗马团的两个营列成横队，依靠距敌60—70步时打出的猛烈火力击退了敌军骑兵的三次冲击。
[160]

 俄军骠骑兵冲向敌军骑兵，不仅将其击退，还展开了追击，但遭到法军胸甲骑兵的反击，反而轮到俄军骑兵被击溃。更不幸的是，骠骑兵直接逃向那两个营，让它们陷入了混乱。法军胸甲骑兵紧随其后，打垮了科斯特罗马团的这两个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61]



俄国步兵习惯在开阔地上列成密集队形作战，习惯于两翼都有友邻部队掩护，后方不远处还有第二线部队。然而，当作战环境迫使步兵在起伏地形、灌木丛、树林、村庄作战时，他们在通常需要以独立的营乃至连作战，根本无法看到任何友邻部队的情况下就会面临心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一声“我们被截断了”的吼叫就足以显著动摇一个营或团的战斗意志，甚至会导致它突然溃逃。

在写于1807年之后的教令和条令中，那些喊出“我们被截断了”或“我们被包围了”的人要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其中有些规定还会特别指出这种事在1806—1807年战局中时常发生。根据1811年步兵条令的规定，犯下这种错误的军官会被剥夺贵族身份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812年颁布的《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Наставление господам пехотным офицерам
 ）则规定军官在犯了这种错误后会被逐出军官群体，士兵则会遭到逮捕乃至当场处决。
[162]

 巴格拉季翁将军在1812年开战前下发的一份命令中发出了威胁：即便在的确遭到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任何喊出“我们被敌军包围了”的人都可能会面临枪决。
[163]

 到了1815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给他的师下过一道命令，其中要求：“严禁说出‘被包抄了’‘被截断了’这种话，违令者将被逐出军队乃至处以死刑。”
[164]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喊出“我们被截断了”，即便俄军真的被切断了联系或遭到敌军从背后发起的攻击，也有许多战例表明俄军并不一定会溃散。在撤出永科沃（1807年1月23日/2月4日）时，由巴格胡夫武特少将指挥的部分俄军后卫部队遭到了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骑兵的攻击，他的一部分步兵甚至暂时被敌军骑兵包围了，但他们最后还是成功突围。指挥全体后卫部队的巴格拉季翁将军在呈递给本尼希森将军的战报中写道：

别洛焦尔斯克［火枪兵团］和第4猎兵团维持着猛烈的步枪火力，一点都没有出现混乱迹象，击退了敌军骑兵的冲击，数次用刺刀发起攻击，为自己杀出了一条通道。
[165]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沃尔孔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在艾劳会战中遭遇法军骑兵的前后夹击时，第1列士兵就朝面前的敌军开火，第2、第3列则转过身去朝后方的敌军开火（杰姆钦斯基则在写给科诺夫尼岑的信中提到，当敌军骑兵在艾劳正面冲击俄军步兵时，俄军第1列士兵并不射击，只有第2、第3列士兵才会开火，这是当时的普遍做法）。
[166]

 有些俄军步兵营在遭遇法军骑兵冲击时会伏在地上让骑兵跑过去，然后再站起来开火，
[167]

 拿破仑麾下的骑兵军官布拉克将这种方式称作“俄军的典型做法”。
[168]

 也正是在这场会战中，当法国奈伊元帅军的前卫部队于晚间攻击施默迪滕（Schmoditten）村时，一个俄国军官说：“我们被截断了！”一名士兵答道：“那又如何？突过去！”
[169]



雅科夫·奥西波维奇·奥特罗先科在1806—1807年间是第7猎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在1807年1月24—25日/2月5—6日的永科沃战斗中初次经历战火。奥特罗先科和他的连在一片林地里的夜战中被敌军步兵断了退路，但他还是设法突破敌军并率领士兵逃脱。在1807年5月26日/6月7日的古特施塔特交战中，他和一些猎兵被敌军骑兵切断了与其他部队的联系，但猎兵还是聚到一起安全撤退了。
[170]



和前一次战局一样，只要俄军指挥官手头还有猎兵，他往往就会在需要展开散兵战时派出猎兵。
[171]

 1805年战局表明猎兵数量并不足以满足需求，根据1806年8月16日/28日的一道法令，每个猎兵团的人数都应当与火枪兵团相同，可是，并不是所有猎兵团都能在参与新的战局之前补充足够的兵员。
[172]

 与此相关的是，猎兵队形也从二列改为三列。
[173]

 猎兵或许会装备质量较好的步枪，有的猎兵团也不大会像许多火枪兵团那样出现一个团里装备多种口径步枪的情况，例如，在1807年年底，第7猎兵团的所有步枪都是同一口径的。
[174]



在1806—1807年间，法军散兵的战斗力通常会强于俄军散兵，在林地中尤其如此，这是因为俄军的散兵战经验远远少于法军，关于这一点，像叶尔莫洛夫这样的俄国人也是承认的。
[175]

 尽管如此，俄军还是拥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猎兵团，第1猎兵团就是个典型代表。前文已经提到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彼得罗夫在1809—1810年间曾是这个团里的一名军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雅科夫·雅科夫列维奇·达维多夫斯基（Яков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выдовский
 ）自1802年起担任该团团主，达维多夫斯基让士兵在卡累利阿森林里打猎，以此练习瞄准射击，而这个团在1806—1807年战争爆发前恰好就驻扎在卡累利阿。达维多夫斯基此前曾效力于白俄罗斯猎兵军，也参与过雷姆尼克（Рымник
 ）河畔的会战。
[176]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表示达维多夫斯基根据自己亲手撰写的教令训练士兵以散开队形作战，所以，当这个团于1806年12月11日/23日在弗克拉（Wkra）河畔的索霍钦（Sochocin）与法军初次交手时，他们巧妙地展开战斗，充分利用地物掩蔽自己，将法军的渡河行动拖延了很久。
[177]

 不幸的是，达维多夫斯基在普乌图斯克受了致命伤。巴克莱·德·托利猎兵团（第3猎兵团）也被视为训练非常出色的团。
[178]

 巴克莱在1797—1799年间担任该团团长，1799—1814年间任团主。

正如前文所述，有些猎兵团的团长自行撰写了教令，并根据自己的观点训练士兵。其他团可能仍在使用库图佐夫于1786年给布格河猎兵军撰写的教令，因为一篇于1810 年发表在《军事期刊》上的文章不加任何解释地写道：“在我们的库图佐夫猎兵机动中，总会把一半人员留作预备队。”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库图佐夫的《关于步兵一般勤务与猎兵特别勤务的注解》或基于这本《注解》的教令，因为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猎兵营的各个排只能让一半的猎兵向前展开成散兵线，另一半则列成密集队形留在散兵后方。由于这篇文章在提到“库图佐夫猎兵机动”时不加任何解释，那就显然表明《注解》在当时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甚至可能仍然用于训练猎兵。
[179]



可以在奥特罗先科的回忆录中找到猎兵使用散开队形作战的若干信息。他曾经指挥过两个猎兵连，于是就将其中一个连列成散开队形，把另一个连列成密集队形留在低洼地带。
[180]

 他也提到猎兵在散开队形中会成对配合作战。
[181]

 大会战中的猎兵通常部署在主战线前方和两翼。以艾劳会战为例，奥特罗先科率领他的猎兵在差不多正对艾劳镇的地方以散开队形战斗了一整天。奥特罗先科还提到第7猎兵团里有许多军官并不热衷于亲自在散兵线中指挥散兵战斗，反而更愿意留在后方。
[182]



猎兵通常会与敌军散兵交战，
[183]

 也可能去据守村落和树林。
[184]

 守卫树林的猎兵会在林地边缘面朝敌军列成散兵线。
[185]

 如果有必要从敌军手中夺占一片林地，猎兵就得以刺刀发起冲击，尽可能快地将敌军逐出林地。比如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евский
 ）将军就曾在弗里德兰会战中给争夺索特拉克（Sortlack）森林的第20猎兵团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该团列成了散开队形，近卫猎兵团则在后方提供支援）。
[186]

 奥特罗先科也提到他的猎兵在弗里德兰向林地里的敌军发起刺刀冲击。
[187]



猎兵时常会和他们所属的师分离，转而用于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在1806—1807年战局中，巴格拉季翁和巴克莱·德·托利常负责指挥后卫部队，这两人都曾在战报中多次赞扬猎兵的英勇表现（他俩都是猎兵团的团主）。
[188]



就像1805年战局一样，火枪兵和掷弹兵在1806—1807年战局期间也常以散开队形作战。俄军用以下几种方式从火枪兵营和掷弹兵营里抽调士兵投入散兵战：

1.有时会将一整个排或连投入散兵战。这种做法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它破坏了营的内部结构，导致营不能以条令和教令规定的方式列成纵队，更重要的是，它导致营无法列成像样的方阵。尽管如此，根据某些亲历者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这种做法在1812年还出现过不少次，甚至有可能延续到之后的战争当中。

2.在1807年的某些场合，俄军会将一整个火枪兵营乃至火枪兵团列成散开队形，以普斯科夫火枪兵团为例，它在莫龙根战斗和艾劳会战前一天的后卫战中就曾作为散兵投入战斗。
[189]



3.根据俄军的古老传统，军官可以召集主动希望完成艰苦、危险任务的志愿者，俄军经常特地召集志愿者，并将其投入散兵战。
[190]



俄军可以在同一场交战中运用不同方式。其中可能以最后一种方式运用得最为频繁，就连一些猎兵团也会如此行事，例如第5猎兵团就曾在恰尔诺沃（Czarnowo）战斗（1806年12月11日/23日）中动用志愿者。
[191]

 这种做法既有优点，也存在缺点。优点在于只有真正希望以积极主动的方式作战的士兵才会投入散兵战，而怯懦、迟疑的士兵则会待在军官眼皮底下的密集队形里。不利之处在于志愿参与散兵战的军官和士兵来自不同的连，这就让志愿者成了一个很难驾驭的群体。

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季莫费耶夫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一个与志愿者部队有关的有趣战例——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典型战斗，季莫费耶夫在1807年是维堡火枪兵团里的一名上尉。在艾劳会战中，维堡火枪兵团附属于普鲁士将领安东·威廉·冯·莱斯托克（Anton Wilhelm von L’Estocq）的军。这支部队在当天中午抵达艾劳战场。维堡团奉命攻击库奇滕（Kutschitten）村，它虽然几乎坐落在俄军后方，当时却已经被法军攻占，而这个团便在村庄前方列队。季莫费耶夫写道：

当时还在团里的团长皮拉尔［叶戈尔·马克西莫维奇·皮拉尔（Егор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иллар
 ），他是德意志化的爱沙尼亚贵族，其德文名为格奥尔格·路德维希·皮拉尔·冯·皮尔肖（Georg Ludwig Pilar von Pilchau）］上校下令召集志愿者，1000名士兵站了出来，但其中却没有一名军官。在我看来，要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发生志愿者里只有士兵却没有军官的情况，那就棘手了，因此，我尽管是一位连长，却也赶往志愿者当中，我的整个连也都跟在我后头。当我率领志愿者接近库申滕［Кушинтен
 ，原文如此，即库奇滕］时，法军在一道覆盖着积雪的树篱后方朝我们开火，看到我们的射击并不能给得到树篱和积雪掩蔽的敌军造成什么杀伤，我就要求部下绝对不准开火，要不发一枪地用刺刀冲击敌军。我们的决心震惊了法军，他们在被隔断后陷入了混乱，扔下步枪求饶。我没法判断那里有多少法军，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有一个法军步兵纵队此时从村庄中间偏左处朝我开来。

初战告捷令我的志愿者倍感鼓舞，我抓住战机指向正在威胁我们的纵队，让志愿者端起刺刀朝他们猛冲过去，打乱了敌军，迫使他们沿着街道逃跑——街道纵贯整个村庄，一直通往敌人所在的那一边。这个机遇同样也有必要加以运用，我就率领志愿者追击敌军纵队，敌人挤在一起，不可能跑得比我们快。

纵队在街道中央分了岔，暴露出排成棋盘格状交错的队形［Ан-Эшикие
 ，该词即用西里尔字母转写的法语词en échiquier］的4门火炮，其中位于前方的两门火炮开始朝我们发射霰弹，可这并没能让我停下来，反倒当场缴获了3门俄国加农炮和1门法国独角兽炮或榴弹炮，因为逃跑的纵队将那些炮兵也一并冲走了。尽管在此次冲击中损失了12个人，我还是决心分秒必争，继续追击法军，他们当时距离村尾已经不超过50步或60步。当时有一支庞大的敌军纵队向着村庄推进，想要支援这个正在退却的纵队，但由于街上满是溃逃的法军，我还不能看到那个赶来支援的纵队，要不然的话，我是不敢继续追击的。此外，团［主力部队］当时还不可能看到我们的情况，而且也不可能及时赶来支援，这是因为当时的战况要求志愿者的所有行动从一开始就都以跑步完成，而且中间也没有停歇，不然也就不会取得后来那么辉煌的战果了。我只希望追上正在逃离我军的敌军纵队，迫使他们就像村里的散兵那样放下步枪。可这个在极大的恐慌与混乱中逃离我军刺刀的纵队在村外不到60步的地方遇上了前来支援它的纵队，还撞进了那个纵队里，导致前列人员出现了混乱，但位于它后部的各个排［原文如此，应为连］已经开始向左右两侧展开［成横队］，其中两个排朝着我们开火。我本会在那一刻死去。两个纵队里该有多达1000名法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而我手头只有大约250名志愿者，可我得真诚、坦率地说，似乎真正出现在那里的兵力要比250人还少。敌军后部的各个排并没有混乱，也已经开始展开，所以，他们的确能够摆脱混乱和恐慌并重整部队。我本该被消灭。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因此，我既不想让敌人看出沿着街道跑过来的我军志愿者人数极少，更希望利用敌军出现混乱、恐慌的战机，便命令志愿者高呼“乌拉”向法军猛冲，在敌军队列中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恐惧和混乱。敌人扔下武器求饶。我禁止士兵用刺刀杀戮，命令士兵仅仅从依然手持武器的敌人手中收缴步枪并把枪托打碎。来自敌军各连后列的士兵开始越野逃窜。由于志愿者人数少，敌军兵力众多，我不可能阻止他们逃跑。
[192]



法方材料承认俄军和普军对库奇滕村的攻击导致法军第51战列步兵团以及第108战列步兵团的4个连几乎被全歼。
[193]

 从这个战例中可以看出，指挥散兵的军官有些时候也偏爱用刺刀发起攻击而非卷入交火。在这个战例中，如此行事的理由显而易见：法军拥有地物掩蔽，而俄军身处开阔地，交火对俄军太过不利。从季莫费耶夫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刺刀冲击并不一定会导致拼刺刀，即便是在村落争夺战中也是如此——敌军士兵往往会立刻逃窜或投降。

有些时候，来自多个团的志愿者会暂时编成若干个营。当米哈伊尔·费多托维奇·卡缅斯基元帅之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缅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少将在1807年率部救援正被法军围困的但泽（Danzig）城时，他就从麾下的所有团里抽调射手，组建了一个暂编营。
[194]

 前文提到过的彼得罗夫在1807年是叶列茨火枪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提到自己在战争间歇期里负责指挥来自圣彼得堡掷弹兵团和叶列茨火枪兵团的230名精选射手和4名军官。这支志愿部队在古特施塔特会战中夺占了广袤森林里的一处前哨据点，彼得罗夫写道：

……我指挥散兵，表现出色，肃清了埋伏在沙尼克村［Шорники
 /Scharnick］和林瑙［Лангенау
 /Lingnau］村的法军……
[195]



在1806—1807年战局中，装备步枪的下马哥萨克有时也会在前卫战和后卫战中充当步行散兵。
[196]



散兵战术在1808—1809年的俄瑞战争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场战争主要发生在今天的芬兰境内。战争中的大部分“会战”实际上不过是在极为崎岖的地带进行的规模并不算大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参战的少量步兵只能得到少数几门火炮的支援，骑兵则几近于无。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常需要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

有人在这场战争中提到了另一种抽调散兵的方式。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布拉托夫（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Булатов
 ）将军在关于雷翁拉赫蒂（Revonlahti）战斗（1808年4月15日/27日发生于芬兰境内）的报告中提到“总是用后列人员”充当散兵。
[197]

 从1808年2月16日/28日起，所有近卫步兵团和常规步兵团（包括掷弹兵团、火枪兵团和猎兵团）中的前两列士兵每人每年拿到的训练用铅可以制造5发子弹，第3列士兵拿到的铅可以制造8发。
[198]

 因此，当时就有人认为第3列士兵应当会接受更好的瞄准射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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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在林地中运用散兵预备队的一种方法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奥军和普军时常将战列步兵营里的第3列人员抽调出来充当散兵，这一原则也一再载入条令和教令，比如说奥军的1807年条令、普军的1809年教令和1812年条令。而法军则倾向于将整个连（不仅是腾跃兵连）投入散兵战。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在1810年10月12日/24日给陆军部的回文中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适，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只是提到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199]

 尽管如此，1812年颁行的《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仍然认为当俄军用刺刀冲击打退敌军后，就可以派出第3列人员展开追击，而执行这类追击任务的往往就是散兵。
[200]



达维多夫提到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库利涅夫（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 Кульнев
 ）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对散兵战术做出了若干改进。当时的参战部队中有许多缺乏经验的新兵，其中有些人就利用了多石、树林茂密的地形，让军官、军士和老兵在控制新兵时遇上了大麻烦，他们会在打出几发子弹后就扔掉随身携带的弹药，然后以耗尽子弹为由跑回去。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库利涅夫组建了几人一组的特别行动队，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把弹药从辎重车辆输送到散兵手中，这些人始终待在散兵线之后，及时给任何一位缺乏子弹的散兵提供补充。库利涅夫在炮兵中也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措施。达维多夫补充说，库利涅夫满怀警惕地亲自上阵监督，以确保没有任何一名散兵或炮兵以缺乏弹药为托词擅离职守。那些用尽了弹药的人需要待在原地，直到有人带来他们所需的弹药为止。
[201]

 士兵既然不能以耗尽弹药为由擅自脱离阵地，就不得不以更经济的方式使用子弹。

达维多夫还指出，他在和库利涅夫所部待在一起的时候头一次目睹了一种增援散兵线的崭新方法。根据此人的说法，他早就注意到直接从后方增援散兵线是颇为不便的做法，这是因为散兵线变得太密集，以致陷入混乱，最终“沦为相互开火的乌合之众”。达维多夫想到的可能是在林地和多石地带的混乱战斗中，有些散兵群或许会比其他散兵群距离敌军更近，后方的散兵会意外命中前方的某些人。可以在某些军官关于1812年战局的回忆录中找到类似的情况，相关战例将出现在论述1810—1814年俄军步兵的章节中。

达维多夫表示库利涅夫在芬兰总是把预备队部署在散兵线翼侧后方，并不放在正后方，这样，如果散兵线被迫退却，预备队就可以攻击敌军侧翼。达维多夫想到的显然是敌军散兵将会追击退却中的俄军散兵，结果反而自行暴露侧翼。达维多夫还写道，由于他自己对步兵机动了解有限，他并不知道是否曾有什么猎兵教令具体规定过这种运用预备队的方式，但它在林地里确实相当有用，在奥拉瓦伊斯（Oravais）“会战”（1808年9月14日/26日）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202]

 М. 列昂季耶夫在1808年是莫吉廖夫火枪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指出他们在奥拉瓦伊斯的“森林深处……排成了密集的散兵线”
[203]

 。《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颁行于1812年，其中规定的散兵线预备队部署模式和战斗方式与达维多夫笔下的库利涅夫做法颇为相似，这表明它在林地里非常有用（详见论述1810—1814年俄军步兵的章节）。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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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骑兵

1801年，俄军中每个下辖10个中队的龙骑兵团都被分拆成两个下辖5个中队的团。7个胸甲骑兵团被改编为龙骑兵团。
[1]

 就在同一年，胸甲骑兵团也取消了胸甲，但这些团仍被称作胸甲骑兵团。
[2]

 这里应当注意到一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军和其他若干欧洲军队要么没有胸甲骑兵，要么胸甲骑兵团并不装备胸甲。法军中的重骑兵团仅仅被称作“骑兵团”，这些部队在革命战争中也没有身穿胸甲。拿破仑将重骑兵从18个团削减到12个团，还在1801—1803年间给他们配备了胸甲。从那时起，重骑兵团开始称作胸甲骑兵团。法军卡宾枪骑兵（两个团）在1810年得到了胸甲。俄军胸甲骑兵只是在1812年才再度装备胸甲，他们在此前的战局中并未身着胸甲。

1802年4月30日/5月12日，俄军推行了骑兵团新编制。每个胸甲骑兵团由5个中队组成，包括4名校官、36名尉官、70名军士、16名号手、1名定音鼓手、660名列兵和138名非战斗人员。每个龙骑兵团也由5个中队组成，包括4名校官、36名尉官、70名军士、16名号手、1名定音鼓手、700名列兵和142名非战斗人员。每个骠骑兵团由10个中队组成，每个团分成2个营，每营下辖5个中队，共有4名校官、63名尉官、120名军士、21名号手、1320名列兵和211名非战斗人员。在所有胸甲骑兵团、龙骑兵团和骠骑兵团中，每个中队里都有12名士兵在和平时期不配备战马。
[3]



1803年12月17日/29日，俄军规定每一个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均应组建一个后备半中队，每个骠骑兵团则要组建一个后备中队。1803年12月21日/1804年1月2日的法令颁布了上述规定。
[4]

 每个后备半中队由1名校官、3名尉官、10名军士、2名号手、63名胸甲骑兵或67名龙骑兵以及10名非战斗人员组成。每个后备中队由1名校官、4名尉官、12名军士、2名号手、120名列兵和11名非战斗人员组成。
[5]



近卫骑兵的情况与常规骑兵不同。骑士近卫团下辖5个中队，拥有1名将领、5名校官、34名尉官、80名军士、16名号手、1名定音鼓手、660名列兵和194名非战斗人员。骑马近卫团下辖5个中队，拥有1名将领、5名校官、34名尉官、80名军士、16名号手、660名列兵和202名非战斗人员。近卫骠骑兵团下辖5个中队，包括1名将领、5名校官、34名尉官、80名军士、16名号手、660名列兵和193名非战斗人员。
[6]



俄军在1805年开战前拥有4个近卫骑兵团（2个重骑兵团——骑士近卫团和骑马近卫团，2个轻骑兵团——近卫骠骑兵团和近卫哥萨克团）、6个胸甲骑兵团、27个龙骑兵团、9个骠骑兵团、1个枪骑兵团和3个“骑兵”团。
[7]



俄军中第一支名为“枪骑兵团”或“乌万骑兵团”的部队出现在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喜欢一位奥地利枪骑兵军官的制服，于是请求亚历山大准许他为一个团配备这种制服。康斯坦丁后来得到了新近组建的敖德萨骠骑兵团，1803年9月11日/23日，这个团更名为“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殿下枪骑兵团”。
[8]

 该团下辖10个中队，编制几乎与骠骑兵团一模一样。它起初并未装备骑枪，每个中队里有16名骑兵装备线膛短马枪而非普通马枪，其他骑兵仍然装备马枪（这个团里共有160支线膛短马枪和1140支马枪）。这个团要到1806年8月才装备骑枪。1809年年底，康斯坦丁大公枪骑兵团拆分成两个团——近卫枪骑兵团和近卫龙骑兵团，每个团各辖5个中队。
[9]



“骑兵”团是在帕维尔治下建立的。1797年，他下令组建波兰“骑兵”团和立陶宛——鞑靼“骑兵”团。团内人员起初是来自波兰、立陶宛贵族阶层和立陶宛鞑靼人的志愿兵。根据古老的波兰传统，团里第1列的骑兵被称作“托瓦日什”（towarzysz，意为战友、同伴）。每一位“托瓦日什”都需要自费带来一位被称作“谢雷戈维”（szeregowy，意为列兵）的第2列骑兵。这两个团里的所有骑兵都装备马刀和手枪。“托瓦日什”会装备骑枪，但“谢雷戈维”起初并没有骑枪。
[10]



根据1803年3月4/16日的决定，立陶宛—鞑靼团一分为二，它分拆成各有5个中队的立陶宛团和鞑靼团。
[11]

 立陶宛团和鞑靼团各辖3名校官、27名尉官、60名军士、11名号手、300名“托瓦日什”、300名“谢雷戈维”和56名非战斗人员。波兰团（根据1805年3月20日/4月1日的编制）共有4名校官、65名尉官、120名军士、21名号手、600名“托瓦日什”、600名“谢雷戈维”和103名非战斗人员。
[12]

 1807年年底，“骑兵”团易名为枪骑兵团。1808年10月18日/30日，波兰枪骑兵团推行了新编制，其他各个枪骑兵团（立陶宛团、鞑靼团和新近组建的沃伦团）随后也都陆续推行。根据这一新编制，每个团下辖10个野战中队和1个后备中队（仅有600名“托瓦日什”和720名“谢雷戈维”）。前后两列的人员都装备了骑枪（10个野战中队共1200支骑枪，后备中队共120支骑枪）。每个中队里还有16名列兵配备线膛短马枪。
[13]



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这些团不仅会接收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也会接纳任何一位并非农奴的志愿兵。以著名的“女骑兵”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杜罗娃（Надежда Андреевна Дурова
 ）为例，她的军事生涯就始于1807年使用化名以志愿兵身份加入波兰“骑兵”团。她接受了使用马刀和骑枪的训练，被指派到第1列，获得了“托瓦日什”称号，跟随该团参与了1807年春夏战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她还亲历过海尔斯贝格会战和弗里德兰会战。
[14]



俄军在1802年引入了一些新式冷兵器，它们逐渐取代了旧式冷兵器。一种新型线膛短马枪也在1803年入役，康斯坦丁大公在他的枪骑兵团里推行这种线膛短马枪，给每个中队配备了16支。
[15]

 近卫军的重骑兵团也以相同比例装备了线膛短马枪。

亚历山大统治初期的军事文献并没有详细探讨过骑兵战术。罗马诺在《关于指挥科学最重要准则的简述》中主要关注步兵战术，提到骑兵的地方很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纵队对步兵而言是非常有用的队形，但随后就解释说让骑兵在战斗中列成纵队的做法并不实用。如果其中一匹坐骑失蹄，整个纵队就可能因此陷入混乱。即便以中速行进，要是有匹马倒下，那么整个纵队也得停下来重整队形，也就丧失了对冲击而言最为重要的速度。
[16]



和步兵一样，俄军骑兵的训练科目并不完善且流于形式。俄军中也有人尝试给1796年训练条令做一些补充，使它能够赶上时代潮流。1804年，时任骑兵督察康斯坦丁大公派遣副官前往各个骑兵团，展示了一些全新的骑兵训练方法。
[17]



有些骑兵军官致力于撰写新的骑兵条令。1805年，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的几名军官出版了一本论述骑兵团训练的著作。该团团主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олицын
 ）将军在序言中探讨了关于骑兵训练的诸多看法。按照他的说法，条令也不过是传统训练手段的汇总和对各类机动的描述而已，其中并没有明确给出训练目的和具体训练科目。有些教官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实现什么，他们徒劳地折磨士兵，当发觉自己虽然付出辛劳却无望成功时也相当惊诧。有些人将速度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另一些人则认为队形齐整最为重要，第三种人指出在作战中不可能保持绝对齐整，所以在训练中也没有必要强求这一点。简而言之，并不存在统一的观点。
[18]



戈利岑表示训练目的应当是让骑兵具备尽可能精确地完成必要机动的能力。
[19]

 所有初级机动都应当以慢步完成，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也是为了保持马力。
[20]

 戈利岑还指出，该书的作者们是以法军的1791年条令作为模板的。
[21]

 不过这本书实际是法军骑兵训练教令的缩略版本，而这份教令则重复了法军1788年骑兵条令的诸多章节。
[22]



书中涵盖了重骑兵团的完整训练科目，一开始是训练新兵，之后则讨论中队训练，最终则是全团训练。它也提供了与训练相关的教令纲要。第一章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奇科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上校撰写。它描述了为期5个月的新兵训练流程。
[23]

 士兵首先要接受单兵训练，然后展开集体训练；先是步行训练，然后骑行训练。在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士兵要学习乘马跃过沟渠和树篱，先是独自跳跃，然后三人一组跳跃，最后集体排成一列跳跃；此外也要学习用手枪在马上朝假人开火，用剑在马上砍杀假人。
[24]



由加夫里尔·谢苗诺维奇·马休科夫（Гаврил Сёменович Масюков
 ）少校撰写的下一章描述了中队队形和机动。每个中队要分成4个排，每个排分成2个半排，每个半排又分成若干个班——班由3个伍组成。
[25]

 根据本书给出的估算，在战斗队形中，胸甲骑兵中队将列成48个伍，此外再加上6名军士，这样的横队宽度为18—19沙绳
[26]

 （38.41—40.55米），所以一名骑兵的横向占地为0.71—0.75米。任何机动或队形变化都要由排来执行，执行时既可以让各个排采用固定或移动旋回轴展开直角转弯，也可以使用斜向行进。
[27]



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被视为最便于战地行进和机动的队形。
[28]

 书中描述的中队队形和队形变换与1796年条令大体一致，只不过建议用三人一组的机动取代条令中规定的二人或四人一组机动，而且在斜向行进或让中队、团调转方向时，也主张采用法军骑兵条令规定的以排为单位转动（见第二章“骑兵”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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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中队队形



1-中队长

2-军官

3-掌旗士官生

4-军士

5-号手

6-列兵

军官要根据其经验而非军衔分配位置。


在冲击训练过程中，中队长应当进至中队前方360步处，各排从第1排（位于右翼的排）开始轮流发起冲击。排需要以慢步行进50步，以快步行进150步，以跑步行进80步，然后全速行进，直到距离中队长12—15步时才放慢速度，先使用快步，再降为慢步，最后停下。此后还应当以半中队为单位进行相同的训练，最终则要让整个中队一同进行这种训练。
[29]



每个排中人员最干练、马匹最好的几个伍要训练成侧卫骑兵（马上散兵）。位于侧翼的伍则不会充当侧卫骑兵。当侧卫骑兵脱离队列集合后，他们需要排成二列横队并紧靠该中队第1排。当中队列成横队时，侧卫骑兵应当位于横队中第1排的后方。当中队长下令“侧卫骑兵前进”时，侧卫骑兵就要从后方出发，以伍为单位绕过中队右翼，其中一些骑兵列成散开队形，以此掩护整个横队正面，另一些依然排成二列横队，位于中队右翼前方。
[30]

 如果中队有必要支援侧卫骑兵，就应当出动第4排，这个排可以和侧卫骑兵一样用于追击敌军。而在这一场合，位于该排右翼的4个伍要列成散开队形，其余各个伍仍然列成密集队形跟随散兵行进。
[31]



下一章由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坚（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ден
 ）中校撰写，它描述了全团的队形和机动，主张将以中队为单位的团纵队作为战地机动的基本队形：也就是每一个中队都列成横队，各个中队前后相继。至于战斗队形，则要让所有中队都列成横队，一个挨着一个地横向排列起来，并且各个中队之间不要留出横向间隔。
[32]

 在发起冲击前，位于每个中队右翼的号手需要集结到团的中央中队（第3中队）之后15步，
[33]

 这样，横队里的相邻中队之间就会出现宽达3个伍的间隔。

如果有必要执行敌前退却，就得让各个中队列成交错队形：如果团原先列成横队，第2、第4中队就要三人一组向右向后转，而后以慢步行进100步或其他所需行程，接下来再三人一组向右向后转（重新面朝敌军），最后停下来整队。此后，第1、第3、第5中队也要三人一组向右向后转，以快步退往第2、第4中队，不过，一旦它们与第2、第4中队齐平，就要将速度降为慢步，完成所需行程后再三人一组向右向后转。书中之所以主张使用三人一组而非二人一组，可能是因为中队的横向间隔相当于3个伍的宽度。
[34]



书中描述的团队形和队形变换与1796年条令大体相同，只是补充了几种队形变换，其中最重要的补充是让以中队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向左或向右展开成横队。

如图41所示，以中队为单位、以“右翼为基准”的紧密纵队向左展开时，位于后方的中队在转向时应当等待前方中队给它腾出转向空间。以类似方式也可以让一个团由以“左翼为基准”的紧密纵队向右展开成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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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骑兵团由以中队为单位、“以右翼为基准”的紧密纵队向左展开成横队。


并没有资料表明这部著作是否曾在其他团里得到运用，但骑兵回忆录里的确提到过书中描述的一些训练要素。比如说，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杜罗娃就在她著名的回忆录《女骑兵》里提到过她后来转入了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这个团在1809年夏季演习中让每一名骠骑兵都跳过沟渠，用手枪朝稻草人开火，然后用马刀砍杀稻草人。
[35]

 不过，在其他某些骑兵团里也可能存在与军事修会团类似的训练教令。众所周知，有些骑兵团拥有自行撰写的手写训练教令。其中一个典型例证就是题为《骑士近卫团训练条令》（Устав обучения Кавалергардского полка
 ）的文件，俄军要求将该文件“抄录给所有的中队，从此应当使用它训练人员和马匹的骑兵职能”
[36]

 。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米尔科维奇（Фёдор Яковлевич Миркович
 ）在1809年年底毕业于贵胄军官学校（Пажеский корпус
 ）并加入骑马近卫团，他在自传中写道：

自从入伍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十分勤勉地练习步行勤务和马上勤务……而且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并没有印刷出版的条令，团里只有一本名为《骑兵团的队形变换》（Эволюции Конного полка
 ）的手抄本。
[37]



不过，即便当新骑兵条令的第一部分《骑兵队列勤务初级教令》（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строевой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е
 ）于1812年面世后，有些骑兵团仍然使用这样的手抄本文件。立夫兰猎骑兵团的叶拉金（Елагин
 ）准尉就拥有名为《骑兵勤务补益》（Польза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ы
 ）的手写训练手册。
[38]

 这本手册并没有标注年份，不过，纸张上的水印表明该书用纸是在1813—1814年生产的。立夫兰猎骑兵团则是在1812年年底由立夫兰龙骑兵团改编而成（这一阶段共有8个龙骑兵团被改编为猎骑兵团）。

不过，这本手册的队形示意图中出现了军旗，但猎骑兵并不使用军旗，而且代表团主副官的图像还是一顶龙骑兵头盔。手册示意图中给出的军官和军士在中队里的位置与1796年条令和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军官编写的手册都存在差异，倒是与1812年颁行的《初级教令》非常相似，仅仅存在十分细微的差异。团横队的示意图展示出5个中队，这与1810年之前的团编制相符，但团纵队的示意图则绘有6个中队，这反而与1812年年底才引入的新编制相符。

因此，这本手册可能是对一份起草于1812年之前的文件稍作调整，当时的立夫兰团仍是龙骑兵团。它实际上是翻译、修订了法军骑兵训练教令中的几个章节，并对骑兵的单兵和集体训练流程做了规定。

1805—1806年，各团团主发布了诸多命令和教令，不仅规定了与条令不同的中队内部军官和军士所处的位置，还推行了自己定下的各种号谱。
[39]

 这些教令有可能是将通用于全体骑兵的教令传达给军官。从上文所述内容可以看出，1796年骑兵条令——至少是队形相关部分——实际上已经不再用于训练。

骑兵在马术和武器运用方面依然存在问题。正如某个胸甲骑兵团的佚名团长在札记中所述，军官和士兵的骑乘训练不佳，而且马匹也被喂得太肥，无法持久行动：“在一刻钟的快速训练后，它们就基本走不动了”，士兵则“盲目地习惯于某些姿势，他们挥剑只是做做样子，并不真正劈砍，掏出手枪也只是仪式性举动，并不会真正朝目标开火”。
[40]

 不过，同样有一些拿破仑战争的亲历者表示，俄军骑兵的马刀和直剑杀伤效果强于法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布托夫斯基根据他在1805年战局中的体验写道：

……有人注意到法军直剑或马刀在命中后造成的创伤远比俄军命中后造成的创伤小：敌军大部分时候造成的是轻伤，只能让对手短期内无法投入战斗；我们的骑手则用直剑或马刀进行了堪称恐怖的打击。俄军骑兵用尽全力砍杀敌军，时常能够看见一只手、一条腿如同木块一般在俄军刀剑下落地，有时甚至连半个脑袋也是如此。
[41]



德米特里·叶罗费耶维奇·奥斯滕-萨肯（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Остен
 -Сакен
 ）在拿破仑时代效力于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他认为当时的驯马方式既原始又粗暴：

在1812年开战前，我军骑兵得到的马匹通常只是配过鞍、上过套，并没有驯熟。有许多马筋疲力尽、受了伤、仰面跌倒或是失去控制疾驰狂奔。每完成一次训练，都得有几个人摔下马负伤。
[42]



根据奥斯滕-萨肯的说法，有些训练科目是过于复杂的机动，它们并不适合实战：比如说让一个团四人一组全速集体掉头，这反倒有可能是导致人马负伤的额外因素。
[43]

 瓦尔福洛梅·费奥多罗维奇·克鲁皮扬斯基（Варфолом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Крупянский
 ）在1807—1811年效力于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团（参与了发生在多瑙河地区的对土战争），后来转入斯摩棱斯克龙骑兵团（在1812年与奥军和萨克森军队交手），他也讲述了非常残酷的驯马方式——而且马匹的质量原本也不高。此外，在与土耳其人作战的部队中，马料的供给并不充足。因此，按照克鲁皮扬斯基的说法，战马质量极为低劣，甚至到了士兵在侧卫战斗（以散开队形作战）中害怕坐骑甚于害怕土耳其人的地步，因为失控的战马会冲进敌群当中，骑手届时毫无办法，只能束手就擒。此外，“在发起冲击的时候，肯定得有20个人摔下马”
[44]

 。

苏沃洛夫的训练方法几乎无人运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负责冲击步兵的骑兵会在距离步兵队形不远处停下来。朗热隆表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骑士近卫团的某个中队就像参与演习一样直接在法军步兵队形面前驻足不前。
[45]

 不过，的确还是有一些骑兵指挥官尝试使用苏沃洛夫的训练方式。1807年2月底，新俄罗斯龙骑兵团团主卡尔·卡尔洛维奇·西弗斯〔Карл Карлович Сиверс
 ，其德文名为卡尔·古斯塔夫·冯·西弗斯（Karl Gustav von Sievers）〕少将主张让部分骑兵在训练时下马列成横队。其余骑兵要乘马穿过横队各个伍之间的间隔，在此期间，横队中的下马骑兵还要朝乘马的骑兵开火。
[46]



关于1805—1807年诸战局中俄军骑兵使用的团以上级别战斗队形，这里并没有多少可说。巴格拉季翁的前卫部队在奥斯特利茨战前曾与法军多次交手，在他呈递给库图佐夫的一份战报中，巴格拉季翁指出他的骑兵在战斗中列成3条同色棋盘格状战线（ан эшикие
 ，该术语源自法语en échiquier）
[47]

 ，也就是说列成了交错队形。在这种队形中，第二线的中队恰好位于第一线各中队横向间隔的正后方，第三线的中队则位于第二线各中队横向间隔的正后方，间隔宽度可能恰好与中队横队正面宽度相当。

正如讨论1799年战局的章节所述，苏沃洛夫主张的正是这样一种骑兵队形。但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俄军骑兵在1805—1807年的惯用战斗队形。如果骑兵采用这种队形，那么即便不做队形变换，也可以让其中一条战线穿过另一条战线，因此，它就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在需要敌前退却的场合作用尤为明显，故而它可能会频繁用于后卫战当中。奥特罗先科在1807年是第7猎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俄军骑兵在1807年1月25日/2月6日的后卫战中列成三线，各条战线交替退却。
[48]



骑兵在大会战中通常列成两条战线。骑马近卫团在奥斯特利茨列成两线，第一线3个中队，第二线2个中队，
[49]

 康斯坦丁大公在1807年5月22日/6月3日签发给近卫师的一份命令中也给拥有5个中队的骑兵团规定了同样的战斗队形。
[50]

 格罗德诺骠骑兵团在弗里德兰列成两线。第一线是5个列成横队的中队，第二线的5个中队则各自列成以排为单位的中队纵队。
[51]



在1805—1807年的战争中，俄军骑兵和步兵一样深受大部队组织、训练不力的困扰。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超过一半的联军骑兵都集合到一个庞大的纵队里，但这些团仍是逐个投入冲击，尽管其中有些团表现英勇，却迟早会被众多的敌军骑兵——他们行动更为协调一致而且与步兵配合得更好——击败。

康斯坦丁大公枪骑兵团的战斗情况众所周知。这个团是联军那个庞大的骑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它刚刚由战前预备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就不待其他团完成展开动作，径自发起冲击，因此没有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援。枪骑兵击溃了法军骑兵，但法军骑兵还是快速通过了己方步兵营的横向间隔。紧追不舍的枪骑兵也冲过了间隔，但遭到法军步兵营的射击。枪骑兵被打乱了队形，法军新锐骑兵也在步兵后方迎击枪骑兵，将枪骑兵击溃，导致他们再度从步兵营之间跑过，遭遇了猛烈的步枪火力。这个团因此损失了多达400人，再也无法继续投入战斗。
[52]



另一方面，奥地利将领施图特海姆提到指挥巴格拉季翁麾下俄军骑兵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乌瓦罗夫（Фёдор Петрович Уваров
 ）将军拥有大约30个中队，他勇敢机智地指挥骑兵，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成功地掩护巴格拉季翁所部退却。
[53]



按照朗热隆和叶尔莫洛夫的说法，联军骑兵在这场会战中英勇地发动了多次冲击，但这些冲击不但分散，而且缺乏协同。
[54]

 骑兵团多数时候是在单打独斗。因此，它们并不特别擅长以大规模集群作战或与其他兵种配合作战。

然而，这里或许也该提及奥军骑兵在奥斯特利茨的发挥也没有好多少——施图特海姆只提到个别的团针对相当有限的目标发动冲击，而且要么战果甚微，要么遭遇失利。从施图特海姆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有些将领按照自己的想法出动骑兵团，并没有遵照联军骑兵纵队指挥官奥军将领约翰·冯·利希滕施泰因（Johann von Liechtenstein）的命令，此人曾亲自派出一个团发起冲击，随后又竭力拦阻、重整从普拉岑高地撤下来的奥军步兵。
[55]



俄军骑兵在1806年被分配到主要由步兵组成的师里。每个师通常会包括3个骑兵团，这三个团还可能是不同类型的骑兵。就连胸甲骑兵团也会被逐团逐团地分配到不同的师里。

骑兵团之间的配合也存在问题。以约翰·彼得·爱德华·冯·勒文施特恩（Johann Peter Eduard von Löwenstern）为例，他是苏梅骠骑兵团的一名军官，根据此人的说法，当苏梅团在戈维明战斗中被法军龙骑兵击退时，骠骑兵直接逃向位于第二线的因格曼兰龙骑兵团，但龙骑兵并不允许骠骑兵穿过他们的战线。
[56]



有些俄军骑兵团在1806—1807年战争第一阶段的小规模战斗中表现颇为出色。在普乌图斯克会战中，几个俄国骑兵团最初位于步兵横队前方，但随后给步兵让开了道路。伊万·谢苗诺维奇·多罗霍夫（Иван Сёменович Дорохов
 ）少将率领伊久姆骠骑兵团将敌军纵队“引向”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中校指挥的俄军炮群：他朝炮群退却，用自己的团掩护炮群，这样紧跟在后面的敌军就无从发觉。多罗霍夫随后抓住时机迅速将他的团转向左侧，让敌军突然直面俄国炮群，开火后便给敌军造成了惨重损失。
[57]



在普乌图斯克会战中，骑兵主要是为步兵提供支援。当俄军步兵正面反击一个行进中的法军步兵纵队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科任（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жин
 ）少将率领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和皇帝陛下胸甲骑兵团从侧翼攻击法军纵队。托卢别耶夫写道：

当一个法军纵队已然迫近我军正面时，科任将军率领他的胸甲骑兵团踏入泥泞地带。他在满是烂泥的地方击溃了法军，法国兵甚至都不能把鞋子从泥地里拔出来，就算只穿袜子都没法跑开。所以，胸甲骑兵的确在字面意义上使用了两种砍杀步兵的主要方式——以慢步骑行时向左右两侧劈砍，这样的战斗在其他会战中极少发生。
[58]



根据科任的战报，他击溃了一个约有三四千人的纵队，俘获了大约300名法军。
[59]



此战中的法军由让·拉纳（Jean Lannes）元帅指挥，他在呈递给拿破仑的战报中提到，第88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在遭到骑兵冲击后溃逃，但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正在于降雨和恶劣天气导致法军无法及时观察到骑兵，从而未能采取预防措施，因此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攻击。
[60]



俄军骑兵也会因为经验不足、缺乏训练而遭受失败。在1807年1月25日/2月6日的霍夫后卫战中，伊久姆骠骑兵团击退了敌军骑兵，此后，奥利维奥波尔骠骑兵团擅自违令出动，追击敌军，结果遭到敌方新锐兵力反击，自己反而开始溃逃。它在溃退时也让伊久姆团陷入了混乱。伊久姆团团主多罗霍夫少将被一发实心弹挫伤，只得离开战场。

科斯特罗马火枪兵团和俄军骑炮兵的火力挡住了敌军骑兵，奥利维奥波尔团和伊久姆团随后冲向法军骑兵，将其击溃并展开追击。两个骠骑兵团这次又遇到了法军胸甲骑兵，骠骑兵被击退，而且直接闯进了科斯特罗马火枪兵团里，导致该团陷入混乱，法军胸甲骑兵紧随其后，打垮了科斯特罗马团，给它造成惨重损失。
[61]

 这次战斗表明某些骑兵团依然倾向于各自为战，它们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表现出过高的主动性，而且骑兵与其他兵种的协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尽管如此，有些团还是表现出色，也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在艾劳会战前一天的后卫战中，索非亚火枪兵团和普斯科夫火枪兵团以刺刀反冲击打退了一个敌军纵队，此时，另一个敌军纵队匆忙赶来帮助战友，但圣彼得堡龙骑兵团随即对它发起冲击。
[62]

 叶尔莫洛夫写道：

杰格佳廖夫［Дегтярев
 ］上校率领圣彼得堡龙骑兵团迎击正沿着大道行进的［敌军］纵队。［纵队］开始从大道往深深的积雪里行进，以此剥夺我军骑兵沿着已被踏过的道路攻击敌军的便利条件。他们的匆忙举动造成了混乱，［龙骑兵］团抓住战机，在遭遇了微弱的步枪火力后便依靠进取心获得了一面鹰旗和500名战俘的奖赏。至少有同等数量的［敌军］人员被杀，其中还有一名指挥该纵队的将军。

我从未见过如此坚决的骑兵冲击，我同样震惊地看到这个团以何等迅疾的速度走下积雪覆盖的陡峭高地，队列中却没有出现任何混乱，［要知道］它此前几次下坡时都小心翼翼。
[63]



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杰格佳廖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егтярев
 ）指挥的圣彼得堡龙骑兵团击溃了法军勒瓦瑟（Levasseur）旅的第18战列步兵团。不过勒瓦瑟将军并未战死，他只是受了伤。

皮埃尔·佩尔波尔——他后来成了一名将领——在这场战斗中指挥第18团2营。他表示这个团当时把下属各营都列成了“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而且纵队以快步行进〔冲锋步法（pas de charge），每分钟120步〕。1营推进到了距离俄军炮兵仅有50法寻（大约100米）远的地方，但还是被“恐怖的步枪火力”挡住了。它尝试展开成横队，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举反而造成了混乱。就在那时，它遭到俄军骑兵的冲击，转而开始溃逃。由佩尔波尔指挥的2营原先在1营左侧行进，速度也没那么快，所以还能维持不错的秩序，但1营的败兵直接冲了过来，让他的营不得不停止推进，随后很快就被俄军骑兵包围。按照佩尔波尔的说法，他鼓励士兵坚持抵抗，但这个营最终还是被击溃了，他表示自己受了30处刀伤和5处刺刀伤，最终却幸存下来，而且甚至没有被俘（他倒在死尸当中不省人事，后来才被法军发现）。
[64]

 鉴于他提到了刺刀，那就应当有一些俄军步兵加入了战斗以便彻底解决第18战列步兵团。这些俄军步兵有可能同样来自索非亚火枪兵团或普斯科夫火枪兵团。

法国军官皮埃尔·贝尔特泽纳——后来也成了将军——当时是第65战列步兵团的一名中校，他指出，第18团的右翼营接近俄军多面堡后，原先隐藏在高地背面的俄军步兵纵队就突然涌出。他们从多面堡之间穿过，从正面攻击该营。与此同时，无数俄军骑兵从侧后方展开攻击。于是右翼营很快就战败了。法军步兵朝同一个团的左翼营冲了回去，导致它陷入混乱。不过并没有多少法军遭到杀伤，因为法军士兵伏在地上躲开了俄军骑兵的砍杀。贝尔特泽纳指出，佩尔波尔受了12—15处伤。
[65]



艾劳会战中的绝大部分俄军骑兵由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将军统一指挥。
[66]

 它被编组成3个集群。
[67]

 我们知道左翼骑兵集群由彼得·彼得罗维奇·帕伦〔Пётр Пётрович Пален
 ，其德文名为彼得·约翰·克里斯托夫·冯·德·帕伦（Peter Johann Christoph von der Pahlen）〕少将指挥，
[68]

 所以其他将领也可能被派去指挥某一集群。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集群是否集体投入过战斗，因为各类战况记载中都只提到了骑兵团单独行动或成对行动。在奥热罗的第7军被击溃后，小俄罗斯胸甲骑兵团和波兰“骑兵”团冲击法军圣伊莱尔将军的步兵师，打乱了第55战列步兵团。在与法军步兵以及埃马纽埃尔·格鲁希（Emmanuel Grouchy）将军指挥的龙骑兵作战时，库尔兰龙骑兵团和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表现相当出众，后者还夺取了第24战列步兵团的一面鹰旗，但它的指挥官马休科夫少校——1805年出版的骑兵训练著作的作者之一——也战死了。

法军近卫骑兵的几个中队曾突破俄军步兵战线，但还是被俄军预备队挡住并击退，此后，帕夫洛格勒骠骑兵团的3个中队和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展开追击，将近卫骑兵打散。当达武元帅的部队被逐出库奇滕村时，莫斯科龙骑兵团以及帕夫洛格勒骠骑兵团的其余中队也参与了冲击。
[69]



瓦西里·杰姆钦斯基在1807年是波洛茨克火枪兵团里的一名军官（该团隶属第4师，该师原先充当预备队，后来赶赴左翼），他在1807年3月1日/13日给科诺夫尼岑将军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敌军骑兵冲击俄军步兵，但根本无法撼动步兵，反倒遭到了俄军骠骑兵的反击：

……我军无畏的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和苏梅骠骑兵团就像雄鹰一般扑向这支敌军骑兵肆意切割，我们的骑兵也时常砍杀他们的步兵［，］法国人的头颅落在地上，就像是菜园里没了根的卷心菜……
[70]



与俄军右翼骑兵战斗情况相关的资料非常少。法国军官德尼-夏尔·帕尔坎（Denis-Charles Parquin）在1807年是第20猎骑兵团里的一名上尉，该团位于拿破仑大军的左翼，他讲述了俄军龙骑兵以何种方式攻击这个团：

下午2时许，一个庞大的骑兵集群动了起来，它以慢步朝我们杀来，积雪和泥泞不容许其他步法。

敌军的“乌拉”［hourras］声响彻天空。我们这边有几个猎骑兵用“奥沙”［au chat，意为“向着猫”］的吼声回应，因为“乌拉”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奥拉”［au rat，意为“向着老鼠”］。人们注意到这个隐喻，它立刻传到了全团的左右两翼。

卡斯泰［Castex］上校询问马枪是否处于装填状态。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随即下令：

“举马枪！”

他随后命令军官退出队列，他本人也如此行事。一个庞大的龙骑兵集群以慢步向我们发起冲击，上校却依然保持冷静。

可到了相距6步的时候，他便坚决地下令：

“开火！”

全团就像训练时一般执行了这道命令。

这就是这轮射击效果可怖的原因所在。敌军的第1列人员几乎全部丧失了战斗力，出现了一秒钟的动摇，但第2列人员很快就替换了第1列中的死伤者，随后就发生了整体混战。

帕尔坎声称俄军龙骑兵无法突破第20猎骑兵团的队列，最终只得掉头走人。按照他的说法，第20猎骑兵团死伤了100多人，俄军则损失了大约300人，这是因为位于第20猎骑兵团右侧的法军第27轻步兵团方阵用准确的火力给退却中的俄军造成了惨重损失。
[71]

 从帕尔坎的记载中并不能得出退却中的俄军是否曾遭到法军追击的确切结论，而且他的故事里总体上存在着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根据马蒂尼安的表册，第20猎骑兵团在1807年2月7日共有1名军官战死、2名军官负伤——其中一名伤员在3天后死亡。
[72]

 俄军方面，参与此次战斗的是立夫兰龙骑兵团或里加龙骑兵团。

在艾劳会战中，俄军也确实出现过两个以上的骑兵团协同作战的情况，但这种战例非常少。叶尔莫洛夫写道：

在中央和左翼之间，7个骑兵团以迅猛的进攻击溃了顽抗的一切敌人。敌军步兵扔下步枪逃进了树林。这支骑兵已经攻入了敌方炮群，但它的混乱程度每一分钟都在加剧，这让它失去了已得的胜利，而且堪称耻辱的是，它竟然被迫在一小部分敌军骑兵面前退却，而那支敌军原本只用出动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就足以对付。
[73]



在叶尔莫洛夫提到的这个片段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俄军骑兵的几个团与法军骑兵交替取得胜利——双方轮流追击对方，然后遭到对方新锐兵力的反击，最终被击溃并遭到对方追击。
[74]

 达维多夫也提到过这一战况，他表示俄军骑兵追得很远，甚至攻入了法军炮群。
[75]

 后来的研究著作认为，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和其他几个骑兵团一道对深入俄军阵地的法军骑兵发起了反击，当时，法军的多个骑兵师连续展开冲击，使得部分骑兵得以突入俄军深处。
[76]

 然而，那片战场上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树林，只有小片树丛。

战场上真正大面积的树林位于塞尔帕伦（Serpallen）村东面、绍斯加滕（Sausgarten）村南面。达武元帅的部队在这一地段对俄军发动进攻，而且也几次遭到大批俄军骑兵的冲击。
[77]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提到帕伦将军（苏梅骠骑兵团团主）和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科尔夫〔Фёдор Карлович Корф
 ，其德文名为弗里德里希·尼古拉·格奥尔格·冯·科尔夫（Friedrich Nikolai Georg von Korff）〕将军（普斯科夫龙骑兵团团主）率领20个中队与达武元帅的部队交战：俄军骑兵成功地击退了法军步兵，但法军龙骑兵随后就赶来帮助步兵，使得态势变得有利于法军。
[78]



从上述战例中可以看出，俄军骑兵往往表现得太过莽撞，时常会在追击中变得过度兴奋，有时候还会违令发动冲击。各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存在一定问题，预备队的运用可能也有瑕疵。其原因就在于经验不足、训练缺失以及团以上级别的组织存在诸多缺陷。有些骑兵将领认为自己有必要提醒下属注意骑兵的基本战术准则，例如，骑士近卫团团主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乌瓦罗夫中将就在1807年4月19日/5月1日发布的一份命令中指出：

在遭遇敌军时，绝不要一开始就全速跑步，应当在尽可能接近敌军的地方开始全力冲击，因为不管一个骑兵团或骑兵单位有多么优秀，如果它在长距离上发起冲击，都无疑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冲力就不够大，冲击也会缺乏效果。

当一个团在冲击中击溃敌军，需要展开追击时，应当只派出该团负责追击任务的一小部分官兵追逐败退的敌军，不能让全团一起出动。该团在追击时需要根据指挥官的意志，按照地形和战况的需求列成横队或列成一个或多个纵队……

如果没有从团或其他单位里抽调部队设立预备队，就不应当向敌军发起冲击。作战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准则就是始终将部队里的部分人员留在侧面或后方。这样的预备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帮助参与攻击的部队，或是根据具体情况投入作战。

如果事与愿违，投入冲击的我方横队在冲击后反而陷入了混乱，那就可以在预备队的掩护下轻松重整部队。有必要训练部队，使其能够尽可能快地散开和列队集结。预备队在冲击受挫后改善战场态势，进而实现既定目标的战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在某个团或单位退却乃至陷入混乱的场合，指挥官永远不能直接朝着预备队的方向撤退，而应当从离预备队还有一定距离的翼侧绕过去，这样就既不会扰乱预备队，也不会妨碍它攻击敌军。必须将援队或预备队托付给可靠的军官，该军官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错过一个痛击敌军的战机……
[79]



康斯坦丁大公在他于1807年5月22日/6月3日下达的命令中也给骑兵军官发出了若干指示：在冲击时要始终留出预备队；成功完成冲击后就要立刻吹响“集结”号，骑兵应当根据这一信号立刻集结、列队；拥有5个中队的骑兵团应当把2个中队留作预备队；在面对敌军时，绝对不要列成一条战线，应当让各个中队形成两条交错排列的梯队，梯队间的前后距离为80步；骑兵应当保持安静，在机动时要保持冷静，不能急躁，所有士兵都得各就各位。
[80]



俄军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将大批骑兵集中到右翼，一场漫长的骑兵交锋就此展开。
[81]

 法杰伊·韦涅季克托维奇·布乌哈伦在1807年是康斯坦丁大公枪骑兵团的一名尉官，他写道：

绝大多数法军是龙骑兵和胸甲骑兵，我军则是骠骑兵和枪骑兵。敌军数次依靠纵队的重量和密度威胁我军，想要将我军压垮，可我军先是自行散开，躲开敌军的第一击，然后敏捷地重新列队，迅速从各个方向攻击敌军的庞大集群，冲入集群内部，迫使敌军溃逃，在他们的尸体上踏出我们的道路。我们以这种方式战斗了几个小时，双方都同样拼命地投入作战，敌军不断得到增援，我军原本的确有可能在敌军的优势兵力面前退却。然而，由乌瓦罗夫将军指挥的我军预备队以其成功的机动终结了这场战斗，使我军取得了胜利。我们的骑炮兵和几个新锐骑兵团及时赶到战场，这赋予了我们全新的力量。我们的整个侧翼发动了全面冲击，击溃了法军，歼灭了几个团，打得地上满是敌军的披甲兵［латниками
 ，即胸甲骑兵］，将其余部队驱逐到林地边缘，然后返回原地，控制了战场，让各个团列成交错队形［en echiquier］休整，一直等到整场会战于傍晚时分结束。
[82]



布乌哈伦在引文中大肆使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俄军骑兵的攻击，但在费力地处理掉作者的民族主义热情后，这份记载的确表明俄军骑兵及其指挥官在1807年战局中已经积累了颇多经验，俄军骑兵以大规模队形作战的能力也已经大有进步。威尔逊在他写于1807年6月22日的书信中描述了这场骑兵战：

共有100个中队的俄军骑兵尝试包抄敌军左翼。在成功完成包抄后，一部分俄军骑兵冲击法军胸甲骑兵，法军骑兵逃跑了，但在遇到某些军官后，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回过头来迎击追兵，挡住了俄军的疾驰。尽管双方都不愿发起冲击，他们还是相向而行，直到挥剑展开近战为止，法军在交战几分钟后压制了俄军。可就在俄军退却之际，又一个俄国团直冲法军侧翼并将其击溃。此时，一个法国团以同样的方式冲击得胜的俄军，一场混战就此展开，它以法军的全面溃退告终，地上满是法军的人员和马匹。此外，从倒在这片战场的伤亡人员身上一共搜集了至少能够装满3辆马车的胸甲。
[83]



自此可以看出，到了弗里德兰会战时期，俄军骑兵及其指挥官已经或多或少掌握了集群作战技能，也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运用预备队，在敌军筋疲力尽之际将新锐部队投入战斗。总的来说，事实证明俄军骑兵在1807年战局中表现得足够出色。威尔逊尤为关注俄军骑兵的主力——龙骑兵：

在战争中，他们既机敏又明智。在会战中表现勇猛，能够执行每一种队形变换和作战行动。他们快速、整齐地展开冲击，在所有战斗中都因为勇于进取和努力而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84]



龙骑兵有时会下马作战，而前卫战和后卫战中的下马战斗尤为频繁。他们甚至可以在缺乏步兵的场合步行攻击村庄，莫龙根战斗中便有这样一个战例：库尔兰龙骑兵团攻入法军贝纳多特（Bernadotte）元帅所部后方，其中一个中队下马攻击莫龙根村，另两个中队则依然骑在马上协助攻击。龙骑兵攻占了村庄，俘获了法军的辎重，其中包括贝纳多特的个人行李和他麾下那个军的档案文件。
[85]



战报和回忆录中时常提到侧卫骑兵（马上散兵）。
[86]

 侧卫骑兵与步行散兵类似，通常由志愿者组成。

在1807年战局的最后阶段，俄军终于将大部分骑兵团从诸兵种合成的师里抽出来编组成拥有骑炮兵支援的独立骑兵旅——《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中提到过每旅下辖2个骑兵团的骑兵旅。
[87]

 同时，也有人提到某些骑兵团协助步兵作战，比如说米陶龙骑兵团就曾在海尔斯贝格会战中支援尼佐夫、雷瓦尔火枪兵团发起攻击。
[88]

 这表明仍有一些骑兵团从属于步兵部队。

在1809年派去与奥地利作战的俄军中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混杂情况：有10个骑兵团被编组成2个各辖5个团的独立骑兵师，与此同时，还有9个骑兵团被配属给步兵师，每个师配备2—3个骑兵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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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炮兵

俄军炮兵的革新进程由沙皇帕维尔开启，而到了沙皇亚历山大统治初期，炮兵仍在持续进步。1802年，某个特别委员会为炮兵设计了一整套改革方案。1804年，俄军设立了临时炮兵委员会，考虑对要塞炮兵实施改革。不过，到了1805年2月，这个委员会就被赋予了研讨野战炮兵新课题的权力。从那时起，它开始管理与炮兵相关的一切科学研究、工程和测试。
[1]



1803年，俄军将炮兵辎重队全面军事化，这是亚历山大时期炮兵的第一批重大变革之一。炮兵辎重队的驭手从此被视为士兵，他们不再是非战斗人员（炮车和弹药车的驭手在1803年之前已经成为士兵）。
[2]



甚至早在1805年开战前，炮兵的装备与训练就已取得了诸多重大进步。火炮的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简化，它们的重量有所降低，尺寸的标准化也更为严格。炮兵委员会在1805年颁布了一整套炮兵装备图样，并将图样复本送至各个火炮工场，这套装备日后被称作“1805年体系”。
[3]

 俄军为骑炮兵设计了一种¼普特独角兽骑炮，其重量略低于步炮兵的¼普特独角兽炮。由于原有的四轮弹药车太大也太重，在战斗中颇为不便，
[4]

 俄军便在1803年引入了新型的两轮弹药车。为不同类型和口径的火炮设计的新弹药车外部尺寸完全一样，只是内部划分的网格数存在差异。

有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俄军火炮的优良设计和挽马编队的良好状况为俄军炮兵提供了良好的机动力。在1807年战局结束后，威尔逊在他关于此次战局和俄军的著作中写道：

火炮铸得很好，炮架既坚实又不沉重。马具和挽具的状况极好，火炮的所有附属装备不仅相当完备，而且排列有序。挽马体格矮小，但肌肉力量强劲，腰部有力，血统优良。
[5]



法军炮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拿破仑从1803年开始用并不属于格里博瓦尔体系的6磅炮替代8磅炮——8磅炮当时用于配属给步兵师与骑兵师的炮兵连。根据革命战争的经验，某些军官认为8磅炮太过沉重，行动缓慢，因而在起伏地带不能及时跟上步骑兵。拿破仑本人则注意到，步兵将领不管想要取得什么战果，都不加区分地运用4磅炮和8磅炮。
[6]

 尽管如此，8磅炮依然没有被彻底废弃，法军仍然在1808—1813年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使用它（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已经采用了格里博瓦尔体系）。

此外，法军炮兵还在1803年对12磅炮的炮身和炮架结构进行了调整。法军还入役了一种新式火炮——5寸6线榴弹炮（炮弹直径为5.5寸），它后来也被称作5寸7线2点榴弹炮（炮膛内径为5寸7线2点）或24磅榴弹炮——这是因为它的口径几乎与用于要塞和海防的24磅加农炮一致。隶属于步兵师和骑兵师的步炮连和骑炮连配备了5寸6线榴弹炮。

某些法军炮兵军官认为新式火炮不仅并未超越旧式火炮，而且还在若干层面上存在劣势。以骑炮兵军官克里斯托夫·克莱芒（Christophe Clément）为例，他在出版于1808年的著作中声称十年来的战争业已证明8磅炮优于4磅炮和12磅炮：前者对士气影响太小，它既不能恐吓敌军，也不能鼓舞己方部队；后者又太过沉重，即便使用三骈六马系驾，也难以机动。克莱芒认为，由于8磅炮优于口径较小的加农炮，因此新式的6磅炮并不比旧式的8磅炮好。

按照克莱芒的观点，新式的5寸6线（24磅）榴弹炮也不比格里博瓦尔体系中的旧式6寸榴弹炮好：6寸榴弹炮射出的炮弹不大容易发生偏斜，它的霰弹能够取得更好的战果，它的榴弹对士气的影响更强烈。与24磅榴弹炮的榴弹相比，旧式榴弹能够装填更多的火药，更利于摧毁土木工事的胸墙。旧式6寸榴弹炮的榴弹初速较低，当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之后，其落地角度就使得榴弹无法反弹。这种榴弹虽然不会深深扎进地里，但爆裂后产生的破片也会深入地里。新式24磅榴弹炮的榴弹虽然初速较大，能够扎入地下，却只能产生潜炸（camouflet，即地面不裂开的地下爆炸）。克莱芒承认6寸榴弹炮存在诸多缺点，其中尤为严重的是炮弹射程相对较短和炮架寿命不长，但他也认为这些缺点不难克服。
[7]



用新式火炮取代旧式火炮的进程是逐步展开的，而且各方面进展不均，旧式火炮仍然和新式火炮一同服役，而且法军还使用过各种战利品火炮。格里博瓦尔体系的短管6寸榴弹炮到1808年事实上就已除役。在1795年入役的长管6寸榴弹炮后来仍然得到了运用。此外，法军还使用了从普军手中缴获的10磅榴弹炮。

对俄军火炮技术特性和其他欧洲大国军队火炮技术特性的比较（见附录）表明俄军炮兵的加农炮要比其他军队对应口径的加农炮轻（普军火炮尤为沉重）。俄军实心弹略轻于对应口径的法军实心弹，但重于欧洲其他大国军队的实心弹。俄军加农炮的炮膛深度略低于法军和普军，与英军大体相当，但仍然高于奥军。就装药重量与炮弹重量的比例来看，俄军的加农炮逊于法军、普军、奥军和英军，只有中管12磅炮的装药比例高于奥军的12磅炮和英军的轻型12磅炮。俄军加农炮的游隙大于法军，但小于普军、奥军和英军。

因此，俄军的加农炮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逊于法军，唯一的优势就是重量较轻；与普军相比，俄军加农炮的劣势在于管长较短、装药比例较小，优势在于游隙较小和火炮重量很轻；与英军相比，俄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占据优势，仅有管长和装药比例略逊一筹，但实际上也差别不大；与奥军相比，俄军只有在装药比例方面才存在些许劣势。在比较不同军队的火炮时，也应当考虑到火药在配比、颗粒大小和质量（均质性）方面的差异，但笔者收集到的数据尚不足以进行此类分析。

俄军炮兵有别于其他军队的典型特征是缺失榴弹炮——俄军用所谓的独角兽炮替代了它。独角兽炮同时具备优缺点。与榴弹炮相比，独角兽炮的优势在于身管较长、装药较多，因而在中长距离上的射击精度较高、发射霰弹时的杀伤力也较大；劣势则在于按照当时的军事术语，独角兽炮不能“抛射榴弹”（бросать бомбу
 ），也就是说，独角兽炮并不能像榴弹炮一样以大仰角展开曲射。
[8]

 大仰角曲射可以让榴弹命中位于掩蔽物后方或工事内部的敌军，也就是说，榴弹能够以较大的角度落在想要命中的地方，并在触地后爆炸。

½普特独角兽炮的最大仰角是16.75°，¼普特独角兽炮的最大仰角是11.75°（12磅加农炮是13.75°，6磅加农炮是11.25°）。如果要使用更高的仰角，就要取下调节炮管仰角的装置。在取下该装置后，½普特独角兽炮的最大仰角是29°，¼普特独角兽步炮的最大仰角是25.5°，¼普特独角兽骑炮则是27.5°。
[9]

 不过，取下装置需要花费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没有调节装置就不能准确判定仰角。

独角兽炮理论上也可以使用减装药并以10°—16°的仰角展开曲射，然而，俄军炮兵的独角兽炮和加农炮都同样配备定装弹药，也就是说囊括了炮弹、弹托和装药（欧洲军队的榴弹炮则是分步装填）。虽然的确可以打开榴弹药包并倒出部分火药，但在实战环境中很难准确称量剩余火药。此外，独角兽炮拥有圆锥形药室（炮膛尾部逐步向炮尾方向紧缩，从全口径减小到最低程度），装药造型也是由药室情况决定的，所以在倒出相当一部分火药之后，装药就可能不再是圆锥状的，即便能够成功装填，药室里也不能填满火药。笔者迄今为止只找到一份俄军炮兵在野战中打开榴弹药包并倒出部分火药的记载，而且并不是非常可靠——它只是转述了叶尔莫洛夫讲到的自己在艾劳会战中的战斗事迹，可叶尔莫洛夫本人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这一细节（后文将会对此展开讨论）。
[10]



1800—1805年，炮兵和工兵军官武备学校被改为第2军官武备学校，因此，俄国当时并不存在提供炮兵专业训练的军事教育机构。那时，任何一座军官武备学校的毕业生如果想要成为炮兵，都得通过炮兵处的考试（后来则是通过炮兵委员会考试）。
[11]



近卫炮兵此时为驻扎在圣彼得堡及邻近地区的近卫炮兵和其他炮兵部队的军官学员开设了炮兵课程，让他们能够在晋升为军官前获得一定的理论教育和火炮射击实践。在常规炮兵中，所有的炮兵团和炮兵营都在1800年开设了数学课程，军士可以从中接受理论培训。军士在成为军官前同样需要通过炮兵处（后来是炮兵委员会）的考试。
[12]



士兵主要在炮兵连内部接受训练。训练科目包括火炮机动和射击距离火炮300—400沙绳（640—854米）的9尺（约2.8米）高木板。每人每年可以得到3发用于训练的炮弹，或者说每门火炮每年用于训练的弹药是25—30发。
[13]



1803年3月19日/31日，俄军推行了炮兵营新编制。每个步炮营下辖2个重炮连（炮群连）和2个轻炮连。
[14]

 1803年12月17日/29日，炮兵连也采用了新编制。
[15]

 在新编制中，负责驾驭马匹运输火炮和弹药车的驭手（фурлейты/ездовые
 ）分类从非战斗人员变为战斗人员。驾驭马匹运输备用炮架和附件的其他所有驭手也被编入炮兵连。
[16]



每个重炮连包括1名校官、6名尉官、24名火工（军士）、2名鼓手、250名列兵、54名非战斗人员，并配备4门中管12磅炮、4门短管12磅炮、4门½普特独角兽炮、2门3磅独角兽炮、38辆弹药车、6具备用炮架、12辆炮兵辎重车、1个移动修械所和15辆运粮车。一个重炮连应当在战时配有226匹炮兵挽马和65匹驮马。

每个轻炮连包括1名校官、6名尉官、24名火工、2名鼓手、170名列兵、40名非战斗人员，并配备8门6磅炮、4门¼普特独角兽炮以及24辆弹药车、4具备用炮架、8辆炮兵辎重车、1个移动修械所和11辆运粮车。一个轻炮连应当在战时配有122匹炮兵挽马和52匹驮马。

骑炮兵理论上要编成2个五连制炮兵营。
[17]

 根据新编制，每个骑炮连包括1名校官、6名尉官、24名火工、2名号手、206名列兵、43名非战斗人员，并配备6门6磅炮、6门¼普特独角兽骑炮、24辆弹药车、4具备用炮架、8辆炮兵辎重车、1个移动修械所和15辆运粮车。一个骑炮连应当在战时配有177匹战马、127匹炮兵挽马和60匹驮马。

上述所有改革使得炮兵连成为完全独立的单位，使其具备行军和战地机动时所需的一切人员装备。根据1803年12月9日/21日法令，炮兵连在和平时期保有的马匹不仅应当能够拖曳所有火炮，而且还要为每门火炮拖曳一辆弹药车，也就是说，每个重炮连应当保有121匹挽马，轻炮连80匹，骑炮连85匹。
[18]



近卫炮兵也和其他炮兵一样重组成若干个连，但每个近卫炮兵连仅有10门火炮。每个近卫重炮连拥有4门中管12磅炮、2门短管12磅炮和4门½普特独角兽炮，包括7名尉官、20名军士、210名列兵、2名鼓手和49名非战斗人员。它在战时应当配有186匹炮兵挽马（和平时期为160匹）和64匹驮马。

每个近卫轻炮连或近卫骑炮连拥有5门6磅炮和5门¼普特独角兽炮。每个近卫轻炮连包括1名校官、6名尉官、20名军士、142名列兵、2名鼓手和40名非战斗人员。它在战时应当配有106匹炮兵挽马（和平时期为69匹）和46匹驮马。

每个近卫骑炮连包括1名校官、6名尉官、20名军士、172名列兵、2名号手和43名非战斗人员。它在战时应当配备149匹战马、107匹炮兵挽马（和平时期为69匹）和55匹驮马。
[19]



1805年开战前夕，俄军拥有1个四连制近卫炮兵营、1个近卫骑炮连、11个二营制步炮团（每个步炮营下辖4个连）、2个四连制骑炮营。
[20]



3磅独角兽炮在1803年入役（每个重炮连配备2门3磅独角兽炮），并计划在战时将它们分配给猎兵团。但按照叶尔莫洛夫在1807年注意到的情况，它们的火力并没有什么效果。
[21]

 某些猎兵团还在1807年使用了其他类型的轻型火炮：奥特罗先科在1807年是第7猎兵团的一名上尉，他提到自己所在的团在古特施塔特用到了2磅炮，不过他也表示这些火炮同样没什么用。
[22]

 3磅独角兽炮也被用于对瑞典的战争：М. 列昂季耶夫在1806—1809年是莫吉廖夫火枪兵团的一名军官，他关于1808年芬兰战局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一门3磅独角兽炮。
[23]

 1808年战局结束后，3磅独角兽炮就不再用于对付欧洲军队了。

重炮连每门火炮配备3辆弹药车；轻炮连则是每门炮配备2辆，而每门3磅独角兽炮仅拥有1辆弹药车。6磅加农炮、¼普特独角兽炮和3磅独角兽炮的前车上都设有小型弹药箱，分别装有18、12和30发备弹。12磅加农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则没有这样的小弹药箱。在每个炮兵连中，每门12磅炮一共携行80发实心弹、30发霰弹、10发燃烧弹（брандскугель
 ，源自德语词Brandkugel，意为燃烧的炮弹），每门6磅炮共有90发实心弹、30发霰弹，每门独角兽炮共有80发榴弹、30发霰弹和10发燃烧弹，至于3磅独角兽炮，则每门配备90发榴弹和30发霰弹（或者是80发霰弹、30发榴弹和10发实心弹）。
[24]



炮兵的挽马系驾编队和马具也得到了标准化。每门重炮配备6匹挽马（3对挽马前后相继），每门轻炮或骑炮为4匹挽马，3磅独角兽炮是2匹。弹药车一般是由3匹挽马拖曳的3驾马车，但3磅独角兽炮的弹药车是例外，它仅需2匹。
[25]



可以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刊行的军事手册中找到与炮兵机动力相关的若干数据。骑炮兵能够在平地上以每分钟300步的速度快步行进，也可以用平均每分钟140步的速度慢步行进；步炮兵在平地上短距离行进时可以达到每分钟120步，但长途行军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俄里（4.268千米）。
[26]



重炮的平均射速是每分钟1.5发，轻炮是每分钟2发，如果需要仔细瞄准，射速就可能低于每分钟1发。如果距离目标较近，那在瞄准时就不用那么仔细，射速也就能够进一步提高。
[27]

 实战中的最高射速是每分钟3发。
[28]



俄军炮兵使用的霰弹仅有一种型号，欧洲其他大国的军队则会使用两三种不同的霰弹，而且这些霰弹的弹丸数量和重量都存在差异。俄军和法军曾使用加农炮试射大小相近的标靶，测试所得的数据表明了霰弹的杀伤效力，从中可以看出俄军的中管12磅炮在发射霰弹时的杀伤力远逊于法军的12磅炮，而俄军的短管12磅炮也不如法军的8磅炮（详见附录中的霰弹测试结果数据）。俄军在1807年研发并测试了一种新霰弹，但这种霰弹要到1807年战局结束后才入役，所以本书将在与1810—1814年炮兵相关的章节中讨论它。

在1805年战局之前，俄军炮兵尽管得到了良好的射击训练，炮兵战术方面却仍没有显著进步。在这一时期，俄国出版的军事理论著作很少关注炮兵。罗马诺只是在他的书中提醒读者不要据守非常高的山，因为这不利于炮兵发挥威力。不过，对俄军炮兵而言，这个建议并不算新鲜，甚至可以在1788年颁布的炮兵教令中找到类似的内容。
[29]



就连一级层面而言，炮兵的机动和放列方式已经过时，放列后的火炮横向间隔仅有9步。
[30]

 当一个炮兵连使用以左翼为基准、宽度仅相当于一门火炮的纵队行进时，如果它要面朝敌军放列，就得执行复杂且耗时极长的机动：位于纵队最前方的挽马编队向左转弯，行进一段距离后停顿下来；下一个编队同样如此行事，但其左转幅度要略大一些，等到车辕前端与第一门炮的炮口齐平后就停下来。后续编队以此类推。等到所有编队都停下后，各门火炮就脱驾并将炮口转向前方。
[31]



重炮兵（炮群炮兵）的任务是守卫阵地、掩护主战线上的部队、支援部队攻击工事和村庄，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掩护步骑兵退却——炮兵为此需要预先退往后方阵地。
[32]

 轻炮兵则通常伴随步兵作战并直接为其提供火力支援。每个营配备两门轻炮。

根据1803年8月19日/31日颁布的教令，当某个步兵营列成右翼为基准、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时，就要将一门轻炮放在第1排（最前方的排）右侧，另一门放在第8排（最后方的排）左侧。如果步兵营列成的是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那么轻炮就仍然位于第1排右侧和第8排左侧。当步兵列成由几个营纵队前后相继形成的紧密纵队，并准备向前展开成横队时，纵队中的所有轻炮就要立刻推进到位于最前面的排或分营前方30步处，而后随即放列、开火，掩护营纵队从大纵队转移到横队中的对应位置。

所有的步兵营就位并开始展开成横队时，轻炮就应当向左行进，并且还要不时停下来开火，随后继续行进，直到所有步兵营展开完毕为止，此时，轻炮需要在各个步兵营形成的横队前方30步处就位（配属给每个步兵营的两门轻炮应当分别位于该营左右两翼，这样，每两个相邻营的横向间隔前方就有两门火炮）。前车则不仅应当位于火炮之后，也要位于横队后方。在退却过程中，轻炮也应当正对相邻步兵营的横向间隔，但它们此时应当位于横队后方10步处，并且要遵照命令开火。如果轻炮需要在作战中展开机动，就不应当采用系驾方式机动，而应该使用钩索拖曳火炮。
[33]



1804年4月9日/21日，俄军通过了一套炮兵实战训练流程。大约与此同时，俄军还颁行了一整套炮兵口令——训练口令和方式都得以标准化。训练总时长为6周，其中2周用于试验性训练，4周用于机动和射击训练。重炮（炮群炮）的标靶距离起初定为400沙绳（853.6米），轻炮则是300沙绳（640.2米）。每训练10天，就要将距离调整50沙绳，最后几天甚至要达到朝任意距离射击的程度。射击训练包括曲射、跳弹射击和平射科目。机动训练则包括前车牵引机动和钩索拖曳机动。炮兵连里的每名军官起初需要负责自己对应部分的训练，然后就要以半连为单位受训——每个半连都需要练习如何在进攻和退却中战斗。还要像步兵团一样使用空包弹和实弹进行全体齐射训练或分部射击训练。
[34]



规定弹药车机动方式和位置的教令也在1804年面世：当炮群进入放列阵地后，弹药车应当位于前车后方30步处。
[35]

 1805年3月22日/4月3日，俄军颁行了炮兵演习规则。它仅仅给轻炮兵和步兵的联合演习留出了一周时间。骑炮兵则要以半连为单位与骑兵团进行联合作战训练。
[36]

 骑炮兵计划用于支援骑兵作战：或在攻击前朝敌军开火，或部署在骑兵侧翼掩护其退却。
[37]

 炮兵战术训练仍然流于形式。炮兵在训练中不得不像接受检阅一般将火炮、前车和弹药车在步骑兵前方沿着笔直的线条排开，根本没有尝试利用凹凸不平的地形作为掩蔽或提高射击效力。
[38]



由于炮兵和其他兵种在和平时期的联合训练时间非常短，炮兵、步兵和骑兵不了解应当如何配合作战，猎兵也不能保护炮兵免遭敌方散兵攻击。
[39]

 根据朗热隆的说法，法纳戈里亚掷弹兵团和梁赞火枪兵团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场才第一次听到火炮轰鸣。
[40]

 敌军散兵在此战中导致俄军炮兵损失了许多人员和马匹，联军的步兵和骑兵也没有在关键时刻抗击敌方步骑兵并守护炮兵。
[41]

 应当注意到，俄国炮兵并不配备步枪，因此，他们在面对敌军散兵时也无法使用步枪还击。由于上述种种缺陷，俄军将大批火炮遗弃在战场上（俄军共损失133门，也就是参战总数的一半还多，奥军也丢掉了26门）。
[42]



战局结束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德里亚夫采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дрявцев
 ）上校因丢失火炮而受到军法审判，他是一个重炮连的连长，该连配属于第4纵队。随后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的连孤军奋战，并未得到其他兵种的任何支援，法军散兵先是从两翼朝该连开火，然后发起冲击。炮兵们打算撤退，但最终只成功带走了2门火炮，其中一门由3匹马拖走，另一门仅用了2匹。
[43]

 按照朗热隆的说法，在被敌军缴获8门炮之前，库德里亚夫采夫的12门炮只不过勉强进行了一轮射击。
[44]

 该连军士德米特里·卡巴茨基（Дмитрий Кабацкий）
 则因保住了这两门火炮而晋升为少尉。
[45]



当然，俄军火炮之所以损失惨重，还存在若干原因，其中的两个主因如下所述：第一，会战前夜的化冻和雨水导致地面相当泥泞；第二，长途行军和缺乏草料导致俄军挽马体力不支。
[46]

 炮兵在奥斯特利茨的表现也算不上很明智：他们开火速度太快，而且往往朝着太过遥远的目标射击，不过炮兵抱怨是那些将领命令他们朝依然远离火炮的敌人开火。
[47]



尽管如此，俄军炮兵还是在奥斯特利茨展示出他们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进步。当联军第1、第2纵队指挥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布克斯赫夫登〔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Буксгевден
 ，德文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布克斯赫夫登（Friedrich Wilhelm von Buxhöwden）〕决心率领残部退却时，他下令组建了由雅科夫·卡尔洛维奇·西弗斯〔Яков Карлович Сиверс
 ，德文名为雅各布·恩斯特·冯·西弗斯（Jakob Ernst von Sievers）〕上校指挥的炮群，下辖24门重炮。法军骑兵尝试攻击布克斯赫夫登的部队，但西弗斯炮群用霰弹将其击退。朗热隆写道，西弗斯和他的炮兵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他们的射击准确有序，几乎就像是和平时期的演习。
[48]

 布克斯赫夫登将军在奥斯特利茨战报中也赞扬了炮兵，并且提到了西弗斯上校的名字。
[49]



叶尔莫洛夫提到他的骑炮连竭力掩护正在极为混乱的情况下撤退的俄军骑兵。他设法将几门火炮架设到正在逃跑的骑兵当中，可它们刚打出几发炮弹，他的炮群就遭到了敌军的攻击，他本人也被俘虏。不过，他很快就被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Шау
 ）上校救出，绍当时带着几名哈尔科夫龙骑兵团的士兵，身边没有一个本团的骠骑兵——战况已混乱至此。
[50]



朗热隆确认了叶尔莫洛夫以引人瞩目的英勇和作战技能掩护俄军退却，而且还补充说，尽管他的12门火炮中有9门落入敌手，可这却令其荣耀不减反增。
[51]

 关于俄军炮兵在奥斯特利茨的表现，朗热隆用如下话语作为总结：

在这个不幸的日子里，俄军炮兵凭借其勇气和射击技能表现出众，证明了他们优于法军炮兵——后者已经远不如革命前的完美状态。原先的炮兵军官要么流亡，要么被杀，要么晋升，而法军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并不能培养出［新的军官］。
[52]



朗热隆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法军炮兵的衰落程度，认为它此时的情况比革命前差。或许他是借用了《欧洲诸国军队在当前战争中的军事特性》的观点，该书作者声称法军炮兵仅仅保留了旧炮兵（也就是革命前的炮兵）的名称，认为此时的法军炮兵无知、缺乏经验并且逊于其他所有军队的炮兵。他表示革命摧毁了法国的炮兵科学，导致军队里受过教育的军官寥寥无几，其他人则是只知道这个行当里一般操作流程的暴发户。他认为法军将领粗疏大意地让炮手身处险境，因而导致大量炮手死于战争，此时的军官就好比是连药方配比成分都不熟悉的药剂师。这位作者仅仅对法军骑炮兵秉持正面态度，他认为骑炮兵兵源质量较好，因此优于法军的常规炮兵，而且它可以凭借果敢和敏捷（la hardiesse，et la célérité）弥补能力与经验的缺失。
[53]

 至于奥斯特利茨会战中的俄军炮兵，如果它真的在什么方面优于法军炮兵的话，那或许只能是勇气吧。

近卫军于战前阶段接受的强化训练成效尤为明显。近卫炮兵、步兵和骑兵接受过联合训练，因而在战场上也表现出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
[54]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科津（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озен
 ）参谋上尉指挥近卫军的4门骑炮在右侧协助骑马近卫团战斗。这个团打垮了敌军骑兵，迫使敌方骑兵在混乱中逃跑，导致法军第4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孤立无援。科津让他的火炮推进到非常接近敌军的地方，直至法军士兵的面庞清晰可见，炮兵立刻让火炮与前车分离，打出了5发霰弹。骑马近卫团随即冲击这个营，不仅将其击溃，而且缴获了“鹰旗”。
[55]



即便在近卫军被迫退却的时候，它的三个兵种也相互支援，从而使得近卫军的混乱程度比其他部队轻得多。当近卫军的大炮陷在烂泥里时，近卫步兵就前去帮助炮兵拖曳，因此，近卫炮兵虽有足足40门炮参战，但损失的火炮总数却仅为3门。
[56]



丢失火炮被视为炮兵军官的奇耻大辱，这种态度对炮兵战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当近卫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大公决定撤出战场时，近卫炮兵指挥官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斯佩斯基（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сперский
 ）少将请求大公准许他让一个近卫重炮连最先撤退，大公批准了他的请求。连长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尔（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лль
 ）上校乞求卡斯佩斯基允许他率领至少4门炮待在原地，而且坚持认为他能够沿着道路且战且退。然而，卡斯佩斯基却说：“［你会］丢炮，［你会］丢炮。”他一再重复这些话，亲自下令重炮连撤退。
[57]

 于是，近卫军就在退却的关键时刻失去了重炮的支援。

此战中的另一个故事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第1近卫轻炮连一门火炮的炮组成员悉数负伤，无法用前车拉炮撤退，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杰米多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емидов
 ）少尉竭力护炮，最后和火炮一道被俘。拿破仑在巡视战场时来到此地，杰米多夫对他说：“陛下，毙了我吧，我丢了自己的炮。”拿破仑答道：“放宽心吧，你英勇地捍卫了它。再说，年轻人，被法国人俘虏是一种荣耀。”
[58]

 战局结束后，杰米多夫被上级从近卫军发往常规军队，但阿拉克切耶夫在沙皇面前替他进行了辩护。
[59]



也有些军官并不希望让其他兵种失去炮兵的支援，于是决心坚持到底。近卫骑炮连的6门火炮遭到了法军马穆鲁克的分割和冲击。该连连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科斯捷涅茨基（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остенецкий
 ）上校和他的官兵们用马刀与敌人战斗，最终带走了4门炮。
[60]



更高层次的炮兵战术发展情况十分糟糕。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分配给各个纵队的重炮和骑炮数量严重不足：第1纵队包括23个俄军步兵营和2个重炮连（24门重炮），第2、第3纵队分别有18、17个俄军步兵营，但都没有重炮，第4纵队拥有12个俄军步兵营和14个奥军步兵营，但也仅有1个俄军重炮连（12门重炮）和8门奥军重炮。骑兵纵队包括30个俄军中队和18个奥军中队，却仅有1个俄军骑炮连和8门奥军轻炮。巴格拉季翁所部（下辖14个俄军步兵营、35个俄军骑兵中队）则拥有1个重炮连和2个骑炮连。
[61]



俄奥联军在此战中并未设立炮兵预备队。虽然的确有几个连编组成独立的炮场，但它们落在后方，距离战场还有一天行程。另外三四个重炮连则因为运输车辆不足还留在更靠后的地方。
[62]

 每个纵队也没有指定专职的炮兵指挥官。按照官方规定，每个纵队中资历最高的重炮连或骑炮连连长就是整个纵队的炮兵指挥官。

1805年战局结束后，战前进行的几乎所有炮兵改革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觉得重量较轻的炮兵新装备是奥斯特利茨一战损失大量火炮的原因，他们认为新的炮架强度不够，开火时会导致炮架损坏。然而，当近卫骑炮连返回圣彼得堡后，军方随即进行的详细检查表明所有装备的情况都相当好。
[63]

 另一些人坚持认为让步兵团和轻炮在和平时期分离是个错误，这导致步兵不会像过去保护团属火炮一样保护现在的野战轻炮，许多经验丰富的将领——包括本尼希森、布克斯赫夫登和米洛拉多维奇——主张让轻炮回归步兵团。
[64]

 关于团属火炮优缺点的争论后来还持续了好几个年头。

1806年的俄军炮兵被编组成若干个旅，每个旅下辖2个重炮连、1个骑炮连和2—3个轻炮连，每个师——该师下辖所有兵种——都配备1个炮兵旅。
[65]

 轻炮兵被分给各个步兵团，团主既要指挥轻炮，还要对它们全权负责。每个火枪兵团或掷弹兵团分到半个连（4门加农炮和2门独角兽炮）。
[66]



野战军中的重炮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前往普鲁士的军队拥有10个师，合计135000人，它拥有23个重炮连（276门炮，3磅独角兽炮不计）、21个轻炮连（252门炮）和9个骑炮连（108门炮）。
[67]

 在3磅独角兽炮不计的前提下，全军共有636门火炮，也就是平均每千人4.7门炮，如果将3磅独角兽炮纳入计算，那就大约是每千人5门炮。

俄军在1806年颁布了新的炮兵军官教令。根据它的规定，为了让炮兵能够在步骑兵队形之间就位，相邻火炮的横向间隔——可能是指炮车车轴顶端之间的距离——仅为1沙绳（2.134米）。教令也禁止炮兵朝700—800沙绳（1494—1707米）以外的目标射击。炮手应当缓慢射击远距离目标。当敌军进入500沙绳（1067米）以内时，炮手就要加快射击速度，使用跳弹射击，尽量让实心弹落到敌方战线之前50—100沙绳（106.7—213.4米）的地面上。当敌军进入300沙绳（640米）以内时，炮手就无须使用瞄准装置，只用对准敌军头部即可，如果敌军进一步迫近，炮手则要对准腰部开火。霰弹的射击距离最好不要超过120沙绳（256米）。
[68]

 事实证明俄国霰弹的威力并不能令人满意，从1806年开始，俄军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希望找到解决方案，但要到1807年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69]



1806—1807年战局中的俄军之所以能够在恰尔诺沃、戈维明、普乌图斯克防御战以及许多小规模战斗中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火炮——特别是大口径火炮——数量的显著优势。
[70]

 丢失火炮在这场战局中仍被视为炮兵军官的奇耻大辱。俄军在科沃赞布（Kołoząb）战斗（1806年12月11日/23日）里丢失了6门轻炮，利博夫（Лбов
 ）上尉因此发了疯。
[71]

 而在同一天的恰尔诺沃战斗中，当俄军发现自己显然无法继续坚守阵地后，便在法军第四次发动攻击前将一个重炮连撤出阵地转移到后方。
[72]

 炮兵军官竭尽全力，甚至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火炮。尽管如此，在戈维明之战结束后，即便在人力协助下，疲倦的挽马还是无法沿着已经变为深深泥沼的道路快速拖曳火炮，因此俄军被迫放弃了大约40门炮。
[73]

 战局结束后，沙皇亚历山大下令给每门重炮再增加两匹挽马，以免再出现这样的损失，但这种做法并未付诸实践。众所周知，多出来的两匹马并不能大幅增加整个编队的拉力，却会让火炮机动变得颇为艰难。
[74]



俄军炮兵在普乌图斯克会战中展现出了部署和指挥方面的若干创新点。首先，俄军指派了一位炮兵总指挥，他就是第2师的炮兵主任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斯塔维茨基（Пётр Фёдорович Ставицкий
 ）上校。其次，轻炮并没有沿着步兵战线平均分配，并不是部署到各个步兵营的左右两翼，而是以连或半连为单位集结成炮群。第三，俄军在第二线部署了2个重炮连并在战线后方留有1个骑炮连，那就意味着俄军建立了炮兵预备队，尽管这支预备队并没有集中起来由一人指挥。
[75]

 预备队的确在会战中发挥了作用：当法军迫使俄军右翼后退时，一个留在第二线的重炮连赶赴右翼加入战斗。托卢别耶夫写道：

亚什维利［上校］指挥重炮——特别是格卢霍夫上校［原文如此，应为中校］连的重炮——压制了敌方炮群，轰坏了敌军的炮架，甚至迫使敌军［炮群］撤离阵地。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一个庞大的敌军纵队从格卢霍夫连正前方的林地里杀出，他只用几发炮弹就将其驱散，迫使敌人分成散乱的小股部队退回林地……
[76]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亚什维利〔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швиль
 ，格鲁吉亚文名为列万·亚什维利（ლევან იაშვილი）〕在1806—1807年间既是骑炮连连长，也是第4师下辖的第4炮兵旅旅长。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格卢霍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лухов
 ）中校（从1807年1月起晋升为上校）的重炮连隶属于第6炮兵旅，格卢霍夫也兼任该旅旅长。

本尼希森将军在他的普乌图斯克战报中写道，当法军设法迫使俄军右翼退却后，一个预先秘密安排好的炮群用霰弹打出了几轮齐射，给敌军造成了惨重损失，并挡住了它的推进。当天傍晚时分，当法军的所有冲击都被击退后，本尼希森决心发起攻势，一个拥有6门骑炮的炮群此时冲到了俄军骑兵的前头，其表现正如本尼希森战报所述：“攻入敌方步兵战线翼侧后，它用猛烈的连续射击彻底击溃敌军，将其打散。”
[77]



炮兵军官在危急关头有时会想出不合流程标准的方法。在霍夫战斗中，奥利维奥波尔骠骑兵团被法军击退，它随后径直逃向俄军炮兵阵地。马尔科夫（Марков
 ）中尉命令炮兵朝着己方骠骑兵发射霰弹，将他们驱散（可能是迫使骠骑兵转向炮兵翼侧），也成功挡住了法军骑兵。
[78]

 然而，其他炮兵有时却会重蹈覆辙。同样是在这场霍夫战斗中，还有一个俄军骑炮连朝着正在过桥的敌军骑兵发射霰弹，可实际上沿着桥梁方向发射实心弹会更有杀伤力，于是，法军骑兵利用了这个失误，冒着俄军的炮火成功地过了桥。
[79]



艾劳会战中的60000名俄军配备了将近400门火炮。
[80]

 大部分重炮被分成3个集群：70门重炮位于中央，40门重炮位于右翼（还加强了20门轻炮）的施默迪滕村附近，40门重炮位于左翼的绍斯加滕村附近。此外，俄军两翼还设有配备了22门或23门火炮的两个炮群。会战之初，中央集群里有不少火炮位于敌军视野之外，它们处于列成横队的莫斯科掷弹兵团和施吕瑟尔堡火枪兵团后方。

其余所有轻炮都随同步兵作战，有些资料认为俄军将完整的轻炮连部署在步兵团之间。
[81]

 然而，格拉贝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他带着两门火炮身处弗拉基米尔团1营、2营之间。
[82]

 5个骑炮连则留在右翼后方作为预备队。
[83]



炮兵的中央集群在这场会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法国的奥热罗元帅指挥第7军向前推进时，一阵暴雪降临战场。暴雪突然停止后，一些法军纵队发现它们正好位于俄军中央炮兵集群面前，纵队和集群间的距离非常近。俄军炮兵发射霰弹，打乱了法军。然后，几个俄国步兵团对法军发动刺刀冲击，第7军几乎遭到歼灭。
[84]

 叶尔莫洛夫在会战结束几周后重返战场，他看到许多尸体仍然倒在法军步兵纵队被歼灭的地方。他写道：“作为一名炮兵，我目睹了我军火炮的战果，对此颇为满意。”
[85]

 然而，步炮兵的战术总体而言仍然较为消极：他们只是在保护步兵。

骑炮兵同样在会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战术表现则要积极得多：当达武元帅的第3军迫使俄军左翼向后退却时，叶尔莫洛夫指挥的2个骑炮连奉命从右翼赶往左翼增援。骑炮兵及时抵达左翼，为挡住达武的推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叶尔莫洛夫在会战开始时和自己的骑炮连待在右翼，直到中午时分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的骑炮也很少开火。下午2时许，他和骑炮连被派往左翼，但上级并未给出明确的作战目标。叶尔莫洛夫写道：

我并不知道把我派过去是出于什么意图，也不知道能在那里找到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会由谁来指挥。我带着额外加入的一个骑炮连抵达我军左翼末梢的一片开阔地，在那里，我军一些实力非常薄弱的残余部队正在抵御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敌军正在向右推进，在小山上布设炮群，占据了几乎位于我军后方的农庄［奥克拉彭（Auklappen）］。我火烧了农庄，将［敌军］步兵逐出——他们原本在农庄里朝我军开火，杀伤我军官兵。［然后］我开始炮击［敌军］炮群，就地坚持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莱斯托克将军的军接近战场，我军的两个团——卡卢加团和维堡团——是它的先锋，它们朝着敌军侧翼末端行进。针对我的［敌军］火力变弱了，我看到大部分［敌军］火炮都转过头去对付莱斯托克将军。我将前车和马匹——包括我本人的战马——都送到后方，告诉我的士兵不要考虑后退，每当我的炮群被烟雾笼罩，士兵们就用人力拖曳骑炮前行。我……将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位于山脚下的路上，敌军正打算沿着这条路行进——由于积雪很深，部队无法利用其他道路行军。每当敌军尝试推进，我都用30门火炮的霰弹把他们打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惨重损失。直到会战结束，敌军都无法穿过我的炮群，由于莱斯托克将军只遇到了不多的［敌军］部队，他已将其击退并包抄了位于小山上的敌军炮群，敌军将火炮丢给了莱斯托克并逃离战场，所以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寻找可以绕过我的炮群的道路。战场上夜幕降临。我们的总指挥［本尼希森］想要观察莱斯托克的作战行动，他来到了左翼，发现了我麾下那几个连的马匹和前车，却没有看到火炮，因此颇为惊讶。当他得知［这一情况的］原因后，感到十分满意。
[86]



关于会战的官方记载通常会把骑炮兵的这些战斗归功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泰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утайсов
 ），在叶尔莫洛夫投入作战后不久，库泰索夫率领又一个骑炮连赶到左翼战场。
[87]



叶尔莫洛夫在此次战局中多次指挥后卫部队的炮兵，也屡有上佳表现。达维多夫在莫龙根战斗结束几天后来到战场，他注意到俄军炮兵——他们在此战中由叶尔莫洛夫指挥——的战果：

……毁灭这个词完全应该用在敌军步兵纵队和骑兵横队身上，因为成群的步兵和成伍的骑兵……被实心弹和霰弹击倒，他们倒下的队形和战斗中行进或停止的队形完全一样。
[88]



达维多夫提到叶尔莫洛夫曾经在1807年2月20日/3月4日的采谢恩战斗中用¼普特独角兽炮发射过12磅实心弹，后来，俄军截获了奈伊元帅的一份战报，从中得知法军认为他们遭到了阵地火炮（pièces de position，其含义与俄军的炮群火炮相同，均表示重型野战炮）的轰击。
[89]

 笔者并不清楚叶尔莫洛夫从哪里得来的12磅实心弹，也不知道他使用了哪种实心弹。法军的12磅实心弹（直径118.1毫米）很适合¼普特独角兽炮（内径123.0毫米），俄军的12磅实心弹略小一些（直径116.3毫米），虽然也能用¼普特独角兽炮发射，但游隙大得多。

叶尔莫洛夫在海尔斯贝格会战前再度负责指挥后卫炮兵。他让一个敌军步兵纵队推进到距离炮群非常近的地方，一位副官奉命赶来提醒他小心行事，叶尔莫洛夫答道：“等到能从黑发人中分辨出金发人时，我就会开火。”敌军纵队在他开火后被迫退却。
[90]

 叶尔莫洛夫命令他的骑炮兵要抓住一切机会从翼侧攻击敌军。科津参谋上尉曾参与过上述战斗，他表示这样的成功攻击发生过很多次，骑炮兵有时会在距离敌军80沙绳（170米）的地方脱驾，然后凭借猛烈的火力迫使敌军退却。
[91]



叶尔莫洛夫还采用了一种让炮兵连进入放列阵地的新方法。一个炮兵连以两炮宽的纵队行进，然后展开成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横队。每门火炮都要斜向前进，进入横队后留出不少于20步的横向间隔，火炮一旦就位，就可以脱驾、射击，无须等待后续命令。
[92]

 科津表示炮兵很快就掌握了叶尔莫洛夫这套新方法，而且它很快就被全军普遍接受。按照科津的说法，叶尔莫洛夫的新方法在炮兵连纵队放列时显得特别实用，因为“我军的弱点在于：尽管射击训练的规定已经非常完善，但炮群的机动却不切实际、耗时太久”
[93]

 。

俄军对丢失火炮的态度在1807年开始发生转变。叶尔莫洛夫写道：

在海尔斯贝格会战中，我军有许多火炮曾暂时落入敌军手中，这是因为我给军官下达了命令，宁可在最近距离上打出最后的炮弹，也不用担心火炮的安危，这样，就算丢掉火炮，炮击所取得的战果也足以弥补损失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为了保住火炮就早早将其撤离［阵地］，导致友邻部队得不到炮兵支援——甚至许多时候是失去保护，那么这种举动造成的损害会比丢失火炮更严重。我还将前卫战中发生的战况告知了军官，在那些战斗中，炮群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而敌军尽管竭尽全力也不能夺走火炮。［我向他们］指出了若干战例：只要敌军无法恐吓我军炮兵，只要敌军无法迫使炮兵退却，那么，哪怕是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也不能击退规模极小的我军部队；可要是军官由于担心丢失火炮而撤出阵地，那么我军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毁灭。当其他兵种的军官率部夺回落入敌军手中的火炮时，我就给他们开具证明，以便让他们拿到应得的奖赏。芬兰龙骑兵团的菲廷霍夫［Фитингоф
 /Vietinghoff］上校、波兰“骑兵”团的布尼亚科夫斯基［Буняковский
 ］中校和立夫兰龙骑兵团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少校凭借我开具的证明获得了圣格奥尔基勋章。这些军官夺回了我军在海尔斯贝格丢失的所有火炮。我也将自己发布的命令告知诸位高层领导，以免［炮兵军官］承担丢失火炮的责任。沙皇本人也得知了这个命令，他后来非常和蔼地向我问及此事。
[94]



尽管如此，有些炮兵军官还是沿用了旧方法，这种倾向在高层领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海尔斯贝格，当敌军步兵迫近某座掩护俄军阵地的野战工事时，负责工事内部及附近地区炮兵的指挥官就让他麾下的火炮转移到俄军主战线之后，不过，也有人提到他后来在敌军士兵攻入左侧工事时还是使用了霰弹还击。
[95]



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当本尼希森决心撤退时，他命令先把所有重炮都送往阿勒河对岸的后方。
[96]

 大概正是由于这一命令，就在法军炮兵将领、第1军炮兵主任亚历山大·德·塞纳蒙（Alexandre de Senarmont）率领他麾下全部火炮——这批火炮编组成两个各辖15门炮的炮群，另有6门炮留作预备队——向俄国近卫军推进之际，俄国近卫炮兵的重炮连却开始撤出阵地。塞纳蒙的这些炮群压制了俄国近卫军的轻炮，随后继续迫近俄军，开始在近距离朝近卫步兵开火，给他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甚至导致他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迫使其向后退却。塞纳蒙的火炮在弗里德兰一共消耗了2516发炮弹，其中有362发是霰弹。
[97]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错误地给出了相反的比例——362发实心弹，其余为霰弹，后来有些俄国历史学家仍然沿袭了他的错误。
[98]



近卫炮兵军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韦利亚米诺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ельяминов
 ）表示，俄军想要动用强大的炮兵压制塞纳蒙的这些炮群，但那已经太晚了：由于几乎所有人马都在路上非死即伤，炮兵连甚至都无法抵达指定地点。
[99]

 另一方面，或许正是因为本尼希森命令重炮兵先行撤退的缘故，俄军在弗里德兰只丢了13门炮，这仅仅相当于奥斯特利茨损失总数的十分之一。
[100]



尽管如此，身处俄军当中的英国代表威尔逊还是在他关于俄军和1806—1807年战局的著作（该书出版于1810年）中指出：

然而，俄国人相当明智地没有给夺取或丢失火炮附上太多的荣誉或耻辱。他们认为，如果为了保护火炮而过早退却，那就同样保护了敌人，因此，最好还是［让炮兵］战斗到最后一刻，让敌军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才能夺取火炮。
[101]



关于海尔斯贝格会战的一份战报提到了由27门轻炮组成的炮群。
[102]

 这些轻炮可能是从步兵团里抽调出来编成了炮群。在海尔斯贝格和弗里德兰会战中，俄军在阿勒河对岸部署了多个炮兵连，朝着沿阿勒河推进的敌军展开斜向射击或纵射。按照《俄国皇家陆军作战日志》的记载，在海尔斯贝格会战里，近卫炮兵营已经预先来到了阿勒河对岸。《作战日志》随后写道：

……敌军首先企图攻击我军左翼。立刻就有一条密集散兵线掩护着无数纵队出现在通往劳瑙［Лаунау
 /Launau］的道路上，他们刚刚进入轻炮射程之内，波波夫第二［Попков 2-й
 ］上校就下令位于多面堡左侧的18门火炮开火。与此同时，位于河流对岸树林里的近卫［炮兵］营各连开始对敌军纵队展开间瞄射击。这些纵队陷入混乱，无序地向后退却……
[103]



法军也提到了阿勒河对岸的俄军炮兵在弗里德兰会战中侧击推进中的法军。前文提及的法军将领塞纳蒙的传记指出：

指挥右翼的奈伊元帅奉命驱逐俄军左翼，攻入弗里德兰……

这一机动得以执行。但在这场关键的机动中，法军很快就发觉他们暴露在河流对岸的俄军炮群火力下。这些炮群展开了斜向［en écharpe］射击，其中许多［炮群］就位于［离我军］很近的一块阵地上，这当中的一个炮群位于阿勒河湾环绕的前方小丘上，它造成了可怕的破坏。

普遍的混乱状况表明了［法军］士兵的勇气也在这致命的火力下开始发生动摇。拿破仑派出杜邦师协助第6军，可这已经太晚了，混乱在奈伊的战线里传播。很快，俄国皇帝的近卫军迅速从他们原本藏身的河谷里杀出，投入了战斗。法军步兵中的混乱状况达到了顶峰；巴格拉季翁麾下炮兵打出的突破口已经被他率部攻占。形势变得危急起来。
[104]



法国骑兵军官马尔博是弗里德兰会战的亲历者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表示：

下午1时许，部署在波斯特嫩［Posthenen］的25门火炮按照皇帝的命令同时开火，会战全线打响。我军的左翼和中央先是非常缓慢地行进，这是为了给奈伊元帅指挥的右翼争取时间夺取这座镇子［弗里德兰］。这位元帅冲出了索特拉克树林，夺取了［与树林］同名的村庄，从那里迅速赶往弗里德兰，打垮了道路上的一切抵抗。但在从索特拉克树林和索特拉克村前往弗里德兰的第一批房屋的途中，奈伊的部队毫无遮掩地行进，暴露在俄军炮群——它们部署在［阿勒河］对岸的高地上——的恐怖火力下，所以他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由于河流将敌军炮手和我军隔开，他们看到我军步兵无法发起攻击，于是可以安心地瞄准，这就使敌军的炮火越发危险。这种强力的抵抗原本有可能导致我军无法夺取弗里德兰……
[105]



然而，对俄军而言，面对正在推进的法军，炮兵的此次成功侧击只能临时缓和局面，并不能改变这场会战的整体趋势。

在1806—1807年战局中，俄军炮兵依然深受敌军散兵火力的困扰。
[106]

 格拉贝写道，法军散兵在戈维明战斗中隐藏在灌木丛里，有半个轻炮连被配属给弗拉基米尔火枪兵团，结果这半个连的人员和马匹几乎全部被散兵打伤。
[107]

 一位参与过1812—1814年战局的佚名炮兵军官写道，当他在1807年加入自己所在的炮兵连时，老资格的军官们告诉他和其他新晋军官，军官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利用地形地物保护炮兵免遭敌军散兵射击。他们告诉这位新手，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俄军炮兵的人员和马匹都时常被散兵射中，这给炮群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1806—1807年战局中，敌军散兵依然给俄军炮兵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不过其伤害程度已经没有奥斯特利茨那么严重。
[108]

 那个时代的俄军炮兵军官撰写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敌军散兵对炮兵的威胁。
[109]



1807年战局结束后，曾参与奥斯特利茨和艾劳会战的第5炮兵旅旅长雅科夫·卡尔洛维奇·西弗斯少将就炮兵战术和装备撰写了一份报告。他认为并没有足够依据证实某些军官认为法军炮兵装备优于俄军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军指挥官运用炮兵的技艺更为纯熟，他们能够为炮群选择更好的阵地，法军的整体作战行动也更有利于炮兵发挥其作战效力。这是因为法军的侧翼通常会比俄军延伸得更长，这样他们的炮火就能够集中到俄军战线上，就连俄军预备队也会遭遇法军的交叉火力。与此同时，西弗斯也注意到法军倾向于展开远距离射击，这么做的时候要使用过大的仰角，从而导致炮火的杀伤力不会很强。

西弗斯在比较选择阵地的方式时指出，俄军通常会把炮兵部署在阵地里的每一座小丘上，所以敌军简直可以清点出几乎所有的俄军火炮。与之相对，法军会把他们的榴弹炮群部署在凹地里或小丘后方，这样，俄军就无法观察到法军的榴弹炮了。西弗斯还注意到俄军炮兵针对敌方炮兵的射击次数太多，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俄军的高级将领，因为其中有些人喜欢下令“压制敌军炮群”。俄军炮兵就这样在反炮兵作战中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弹药。
[110]



西弗斯也根据其实战经验给出了若干建议。他坚持认为，当某个步兵团向前行进，朝着敌军发起刺刀冲击时，配属于该团的炮兵就应当运动到步兵之前，在距离敌军不超过200步处发射霰弹。按照西弗斯的说法，他曾在海尔斯贝格看到这样一个战例：一个敌军纵队先是被霰弹打乱，然后被刺刀冲击打退。
[111]

 西弗斯认为有必要给每门火炮都配备2发照明弹（它在当时称作светлые ядра
 或светящие ядра
 ），并建议将燃烧弹数目削减到8发。1806—1807年战局中的俄军并没有配备照明弹——虽然照明弹在某些场合会相当有用，同时，俄军的确给每门12磅炮、¼普特独角兽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配备了10发燃烧弹，也的确有一半以上的燃烧弹在战争中派上了用场。
[112]

 他的其他建议将在论述1810—1814年炮兵战术的后续章节中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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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高级战术

如前所述，俄军步兵和骑兵的训练或战术在1801—1805年之间并没有出现显著进步，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俄军在高层组织和高级战术层面毫无进展：陆军在和平时期的组织结构依然与战时差别极大。就团一级而言，俄军部队接受了相当系统的训练，但更大规模的演练却几乎不存在，
[1]

 只有驻扎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少数几座外省大城市的部队是例外（贝格将军提到过1802年的基辅演习，但并未谈及演习细节
[2]

 ）。出版于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著作只涵盖很少的高级战术议题。

总的来说，19世纪初的俄国陆军基本上仍是一支18世纪的军队。1805年11月3日/15日，库图佐夫在布劳瑙签发了一份命令，规定了他麾下全体部队应当采用的战斗队形：所有的团都会被分配到两条战线和前卫部队中去，每条战线中都要给每个团留出一个特定位置。每条战线都设有一位独立指挥官，战线分成两个旅——第一旅（右翼旅）和第二旅（左翼旅）。猎兵则部署在两翼，并配有专属指挥官。
[3]

 这种按照战线和旅分配各团的方式是18世纪的典型做法。

在这场战局中，团的分配情况后来发生多次变化，俄军组建了多支前卫部队和临时性的纵队或旅，各个团不断地从一个纵队调到另一个纵队，或是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朗热隆写道，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前的几天里，各个纵队的编组情况时常发生变化，因此，指挥官有时不知道自己麾下都有哪些部队，部队有时也不知道自己的指挥官是谁，可对一位将领而言，熟悉自己将要指挥的部队本可以带来很大的益处。
[4]

 比如说伊格纳季·雅科夫列维奇·普日贝谢夫斯基〔Игнат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ибышевский，
 波兰文名为伊格纳齐·普日贝谢夫斯基（Ignacy Przybyszewski）〕要到会战前一天才被派去指挥第三纵队。
[5]



朗热隆还指出，1805年的大部分俄军士兵经验不足，多数将领也缺乏历练。在评估奥斯特利茨会战前夕双方军队质量时，朗热隆写道：

一方面是80000名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衣衫褴褛且闻敌色变的士兵，另一方面是80000名一切都相当宽裕的战士；一方面是60000名从未见过战火的新兵，另一方面是80000名刚刚取得大捷，其中有一半人个个经历过十场血腥、光荣的会战的士兵。敌方的师级将军几乎都指挥过军队，15年来的胜利令他们享有盛誉；我方的军队长官从未参与过战争，将军既缺乏能力，经验也仅仅局限于和平时期的阅兵和演习。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
[6]



不过，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布托夫斯基当时是莫斯科火枪兵团里的一位佩缨候补官（旗手），按照他的说法，俄军中也有一些服役20年之久的老兵，他们“在交火中镇静自若，就像是狩猎一般”
[7]

 ，此外也有少数将领具备对法作战的经验，巴格拉季翁和米洛拉多维奇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俩曾在苏沃洛夫麾下参与过1799年意大利战局，也经历了从布劳瑙退往奥斯特利茨的战役。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前与法军进行的数次战斗中，俄军尽管缺乏经验、训练不足，却已表现得足够好，即便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也是如此。因此，奥斯特利茨的灾难不能单纯地视为俄军缺乏训练或训练不当所带来的后果，它的主因一定是联军在更高层面犯下的错误：不完备的作战计划、不团结的指挥层以及不够灵活的指挥架构。

联军或许是穷尽了所有方法去输掉这场会战。他们匆忙与拿破仑交战，竟至于忙到来不及等待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埃森〔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Эссен
 ，德文名为约翰·马格努斯·古斯塔夫·冯·埃森（Johann Magnus Gustav von Essen）〕将军麾下的12000人的部队——他们距离大部队仅有两天行程。
[8]

 直到会战前夜，纵队指挥官们（巴格拉季翁除外）才集中到库图佐夫设在克雷诺维茨村
⑬

 的总部里开会，会上宣读了由奥军少将弗朗茨·冯·魏洛特（Franz von Weyrother）撰写的作战计划。朗热隆写道：

凌晨1时，当我们聚集到一处后，魏洛特将军过来了，他在一张大桌子上摊开一幅详尽描绘布吕恩［Brünn］和奥斯特利茨周边地区的大地图，向我们高声宣读他的安排，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就像是宣布了他内心确信自己是多么优秀，我们又是多么无能。他看起来像是个给小学生上课的级任教师：我们或许真的是小学生，可他也绝不是个好老师。我们进来的时候，库图佐夫就坐在椅子上半睡半醒，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终于睡着了；布克斯赫夫登站着聆听，他肯定一点都没听懂；米洛拉多维奇保持沉默；普日贝谢夫斯基站在后面；只有多赫图罗夫仔细审视着地图。

在魏洛特讲完后，我是唯一一个说话的人。我说：“将军，这一切都很好，可要是敌军向我军推进，在普拉岑附近攻击我军，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并不在预料范围之内。”

他答道：“您知道波拿巴的勇气。如果他能够进攻我军，今天就会这么做了。”“您认为他只有这么一点［兵力］吗？”我问他。“能有40000人就不错了。”［魏洛特答道］。

朗热隆表示他不同意魏洛特的看法，他认为拿破仑不大可能轻率到用这么薄弱的兵力等待联军的进攻，还让魏洛特注意拿破仑的军营里熄灭了火光，而且传来了阵阵嘈杂声。按照朗热隆的说法，魏洛特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拿破仑在撤退或调整阵地，还重申联军的作战计划保持不变。库图佐夫随后醒来，让大家散会，并且命令他们各自留下一名副官抄录计划。此时大约是凌晨3时。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托尔〔Карл Фёдорович Толь
 ，其德文名为卡尔·威廉·冯·托尔（Karl Wilhelm von Toll）〕少校将计划译成俄文。朗热隆声称他直到上午8时左右才收到自己的计划抄本，当时他的部队已经动身。
[9]



其他纵队指挥官或许也是在这个时候收到的计划，也可能稍早一些。但许多将领、旅长则根本没有看到计划，只是在动身前才听到了宣读，有的军官甚至根本就没有听到。
[10]

 时为骑炮连连长的叶尔莫洛夫表示：

一名军官带来了作战计划，它写在几张纸上，满是晦涩难懂的村庄、池塘、河流、谷地和山丘名字，混乱到根本没有人能够全部记下或理解。我们不被允许誊录作战计划，因为有许多指挥官需要用它向下属宣读，而［全军］只有几份抄写件。我必须指出，在听完这份计划后，我依然对它知之甚少，就像是根本不曾听过一样，唯一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们将要在次日攻击敌军……［作战计划］与其说是让军队准备会战的书面命令，还不如说是在讲述布吕恩地区的地理状况。
[11]



联军分成了多个大型纵队，这些纵队在战前沿着相互平行的道路行军。根据作战计划，联军主力部队——主要由步兵组成的4个纵队——将要从侧翼迂回包抄拿破仑的军队：由奥军中将米夏埃尔·冯·金迈尔（Michael von Kienmayer）指挥的（左翼）前卫部队下辖5个奥军步兵营和24个奥军骑兵中队，由多赫图罗夫将军指挥的第1纵队下辖23个俄军步兵营，由朗热隆将军指挥的第2纵队下辖18个俄军步兵营，由普日贝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第3纵队下辖17个步兵营，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和名义上的军团司令库图佐夫所在的第4纵队下辖12个俄军步兵营、2个俄军骑兵中队、14个奥军步兵营和一些奥军龙骑兵。

规模庞大的骑兵纵队（下辖30个俄军骑兵中队和18个奥军骑兵中队）由奥军将领利希滕施泰因指挥，它负责在上述迂回纵队右翼提供掩护。俄国近卫军（下辖12个步兵营和20个骑兵中队）由康斯坦丁大公指挥，它留在第4纵队后方充当预备队。

全军的前卫部队（下辖14个俄军步兵营和35个俄军骑兵中队）由巴格拉季翁指挥，它要位于更偏右的地方，而且不能主动求战，只能依靠自身存在这一事实牵制敌军，甚至不能尝试通过交战拖住敌军。只有当迂回纵队完成包抄后，前卫部队才能投入战斗。据说巴格拉季翁在了解这一作战计划后喊道：“我为什么要坐视敌军左翼增援右翼？”
[12]



各纵队在行军时的计划和组织情况都很糟。在前往奥斯特利茨的那几天里，纵队的行军路线时常出现交叉，甚至到了会战之初，朗热隆的第二纵队还撞上了利希滕施泰因的骑兵，导致行进延误了一个多小时。
[13]

 联军的行军正面本来就延伸得过宽，而且纵队的前后队列也太长，在晨雾里行经起伏地形时更是越拉越长。纵队之间的距离也过于遥远，因此，即便多个纵队有必要配合作战，它们也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联手投入战斗。

作为联军主力的4个纵队需要包抄拿破仑的军队，但它们还得行经利于敌军顽强抵抗的起伏地带。这些纵队需要横越哥德巴赫（Goldbach）溪——溪水两岸还有几座村庄，而后向北列成战斗队形。然而，每个纵队实际上都需要在与其他纵队分离的情况下作为独立单位投入战斗，它们并不是整体战斗队形的一部分，因此，在面对这种战况时，纵队算不上很合适：有的纵队炮兵不足，有的则几乎没有骑兵。此外，根据魏洛特的计划，位于战场中央且能俯瞰周边地区的普拉岑高地上却没有留下大部队。

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由于计划本身的缺陷和行动中出现的混乱、失调情况，4个推进中的纵队和巴格拉季翁的部队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按照作战计划，利希滕施泰因指挥的联军骑兵本该出现在缺口处，但这个纵队在前一天晚上的扎营位置偏离了原定方位，当天早上又因为行进路线和其他纵队相交而延误了行程，于是，它当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拿破仑在夜间让他的主力军向前推进。到了会战之初，他留意着联军的行进，想要判明他们的意图。联军主力在哥德巴赫溪一线的起伏地带陷入激战，几座村庄坐落在溪畔，在那些村落里，兵力相对较少的敌军就能够挡住联军。当普拉岑高地实际上已经毫无防备后，拿破仑就朝高地大举出兵，向联军的第4纵队发起进攻，也开始突入第4纵队和巴格拉季翁所部之间的缺口。根据施图特海姆的记载，联军原本打算主动攻击拿破仑的军队，因此在发觉自己遭到攻击时倍感震惊。
[14]



联军的某些纵队仅仅由步兵和炮兵组成，骑兵数量极少或根本没有，且几乎将所有骑兵都集中到独立的骑兵纵队当中。结果，某些纵队指挥官们就无法侦察部队前方的地区。
[15]

 不过，根据朗热隆的回忆，尽管第4纵队里有少量正规骑兵和哥萨克，而且在米洛拉多维奇、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一世身边还有几百名乘马的军官，但它仅仅对纵队行军路线本身进行了侦察，并没有注意到右侧的状况，于是，这个纵队的部队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碰上了敌军。米洛拉多维奇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表示第4纵队跟随第3纵队行进，可他并没有从第3纵队那里得到敌军出现在附近的消息。
[16]



第4纵队和后来主动靠拢过来的朗热隆第2纵队卡缅斯基旅坚持了大约两个小时，随后就在一片混乱中撤退了。按照朗热隆的说法，米洛拉多维奇、库图佐夫和他的随从乃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侍从武官们都竭力挽回局面，但这一切全落了空。亚历山大向士兵喊道：“我和你们同在，我同样身处险境，停下！”但这根本没有用，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
[17]



俄国近卫军原本计划充当预备队，此时也被迫投入战斗，希望迟滞、阻挡正在战场中央推进的敌军，但它也没能坚持多久，随后就被迫退却了。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朝联军前三个纵队的侧后方发起攻势，由于联军被正面战斗束缚了手脚，每个纵队实际上都只能各自为战，于是，第2、第3纵队就被各个击破。
[18]

 另一方面，当敌军攻占普拉岑高地，战场态势发生骤变后，指挥第1、第2纵队的布克斯赫夫登将军先是遵照计划行事，后来又坐拥大军无所事事，虽然他知晓了战况，也有人请求他有所作为，他却没有尝试帮助第3、第4纵队。按照朗热隆的说法，布克斯赫夫登的这种不作为是联军全面战败的主因之一。
[19]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列普宁-沃尔孔斯基（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епнин-Волконский
 ）公爵在会战结束后不久曾和拿破仑交谈过，他后来在写给军事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到了一件事，拿破仑相当惊讶地向他发问：联军的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分成了若干个纵队，这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根据拿破仑的观点，在会战之前就应当把兵力集中起来。
[20]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俄军各兵种间的协同能力非常差，其原因如前所述：部队并没有接受兵种协同训练，各个纵队也没有分到足够的诸兵种部队。俄军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但大多数将领缺乏经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成功管理部队。
[21]

 伊利亚·奥西波维奇·波帕季切夫（Илья Осипович Попадичев
 ）当时是布特尔基火枪兵团里的一名军士，根据他的说法，指挥该团的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施特里克（Фёд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трик
 ）少将几次告诉他们：“小伙子们，放下步枪吧，不然他们会把我们统统杀掉。”但士兵对此充耳不闻，仍然继续装填、射击。
[22]



会战结束时，很多俄国团同时遭到敌军从多个方向发动的攻击，他们虽然展开了漫长、顽强的抗争，最终还是被打散或俘虏。然而，也有一些联军部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退却。俄国近卫军本身就是一个兵种齐全的小小军团，它拥有良好的多兵种协同能力。由于战前的强化训练，近卫军在奥斯特利茨与法军展开激战，之后虽然被迫退却，但并未被击溃。
[23]

 作为一位富有经验的将领，巴格拉季翁让麾下的大部分部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撤离战场，多赫图罗夫将军则能够将第1、第2纵队的相当一部分人从绝望境地中拯救出来。
[24]



正如战败后时常发生的那样，组成联军的俄奥两军相互指责。不少俄军将领和军官将失败归咎于奥地利人，制订作战计划的魏洛特成了主要责任人，他们甚至怀疑此人是个叛徒。
[25]

 这里应当指出，魏洛特在1799年就已身处苏沃洛夫的总部，而且赢得了他的信任。
[26]

 奥军尽管承认俄军作战英勇，但认为俄军机动速度太慢，还觉得俄国步枪太过沉重。俄国军事史学家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公允地批驳了上述说法，指出这些因素并未妨碍苏沃洛夫在1799年击败法军。
[27]



1805年战局结束后，一些俄军将军遭到了军法审判。普日贝谢夫斯基的罪名是在会战伊始时便选择投降，但漫长、全面的调查表明他和他麾下的部队战斗了整整几个小时，他们被敌军包围，队形被打乱，一部分人被打散，蒙受了惨重伤亡，直到那时，普日贝谢夫斯基才和纵队余部一道被俘。
[28]

 尽管如此，普日贝谢夫斯基依然被贬为普通士兵。

从战争中得来的教训并非全无用处。人们清楚地看到，军队的组织、战术信条和发展方向应当做出必要调整。不幸的是，俄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各类必要举措——1805年战局和1806—1807年战局的间隔实在是太短了。

俄军在1806年将部队编组成诸兵种合成的师，某位佚名作者在1805年战局结束后起草的一份呈递给沙皇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建立作为常设单位的师的构想。它提到此次战局的悲惨结果不仅应当像当时许多人想的那样归咎于奥地利人，也能在俄军内部找到若干原因，尤为重要的是，俄军缺乏常设的高层组织结构，因此导致将领们在开战前夕才能得到自己将要指挥的部队，对麾下的军官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如果组建了常设的师并指派将领担任师长，他们就能够熟悉下属，了解他们的能力，知道谁最值得信任。
[29]



1806年的师下辖3个骑兵团、1个猎兵团、4—6个火枪兵团或掷弹兵团以及1个炮兵旅，其中3个骑兵团往往并非同一种骑兵，炮兵旅则下辖2个重炮连和2个轻炮连。
[30]

 制订这种师编制是打算让每个师都能够在必要情况下独立作战。在1806—1807年战局中，各个师的战地协同能力仍然较弱。新近指派的师长还需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麾下兵种齐全的师，也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师配合作战，而且他们不得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就军团层面而言，俄军的组织状况也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重骑兵和重炮兵同样被分配到各个师里，因此，军团司令在战局之初无法握有强大的骑兵预备队和炮兵预备队。在1806—1807年战局中，俄军通常会把几个师编组到一起并由一位将领统一指挥，但这与法军采用的军级编制相似之处很少，因为法国的军还拥有自己的军部、军属骑兵和军属炮兵。不过，考虑到俄军参战规模并不是很大，它对军级编制的需求可能也没有那么迫切。

俄军的战斗精神并未因前一场战局失利而受到影响，这或许更为重要。
[31]

 官兵们并不认为他们需要为奥斯特利茨的战败负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表现优良，而且已经竭尽全力。不幸的是，俄军并没有时间去制订一切必要措施并加以实施：一场全新的战争已经打到门前，它便是1806—1807年战争。俄军在这场战争中再度表现出自己的优良品质：他们容易满足、防守稳固、进攻勇猛。对法军而言，俄军堪称颇为棘手的对手。

亚历山大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惨败后决心不再干预军队指挥工作，前线军队改由一位统帅全权负责。1806年，68岁高龄的卡缅斯基元帅被任命为东普鲁士境内的俄军统帅，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不适合指挥全军，骑兵上将本尼希森随后被任命为前线统帅。

然而，需要记住的是，虽然同样作为军队统帅，但法兰西人的皇帝和被派去指挥部队的俄国将领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前者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他能够将国家和军队的所有力量凝聚到一起，迫使这两者竭尽全力，让他的元帅和将军尽其所能完成目标。与此相比，俄军统帅只是诸多将领中临时获得指挥权的那一位，他需要承担所有责任，需要在嫉妒、竞争的氛围中工作，任何失败都有可能导致他惨遭解职。这一切都迫使所有俄军统帅在处事时格外谨慎，面对任何风险都要三思而后行，尽量避免太过冒险的举动。

在1806—1807年指挥师以及各支前卫、后卫部队的俄军将领是典型的18世纪将领——这些人之所以会从军官中脱颖而出，与其说是是因为才干和功绩，倒不如说是因为服役年份、个人关系或是君主的心情。其中大部分人在少年时期并没有接受特别的军事教育，许多人甚至到后来也没有进修。尽管其中许多人非常勇猛，但大部分人从1790年或1794年起就没有打过仗，只有少数人曾参与过1799年和1805年的战局，某些人甚至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达维多夫就曾简短地描述过1806—1807年间某些俄军将领的特质：

尼·阿·图奇科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Тучков
 ）］将军在1794年波兰战争后就没有见过敌人，他是极为英勇的战士，对一切事物都有粗浅的了解，却从未展现出什么出众才能。

奥斯特曼伯爵［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斯特曼-托尔斯泰（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
 ）］自从上一次土耳其战争［1790年］以来就没有见过敌人。他的沉着不可思议，在守卫托付给自己的阵地时也表现出罕见的坚定，因而颇为引人注目。尽管他在最危急的关头能够表现出高尚、沉着的品质，可由于缺乏出众的才智和卓越的头脑，他永远不知道如何利用有利态势。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公爵完全符合高贵、英勇的俄国贵族这个概念，他总是依靠令人注目的无畏表现出众。他志愿参与过征讨波兰的战争，从那之后就没再见过敌人……

萨肯将军［法比安·威廉莫维奇·冯·德·奥斯滕-萨肯］后来成了元帅和公爵，他在校官军衔上停留过很久。不过等到他在［1799年的］苏黎世会战中被法军打伤、沦为战俘时已经获得了中将军衔。萨肯言辞放肆、才智出众、尖刻、暴躁，书籍涉猎广泛，能够理解、铭记一切……

多赫图罗夫在瑞典战争［1788—1790年］中作为一名近卫军上尉表现出众，他在1805年撤出拜恩的著名退却中指挥过一部分部队，在克雷姆斯和奥斯特利茨表现得极为英勇。他非常勇猛，善良到软弱，不过他根本没有军事才能，特别是缺乏决心……

谢德莫拉茨基［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谢德莫拉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лович Седморацкий
 ）］和彼·基·埃森第三［彼得·基里洛维奇·埃森（Петр
 Кириллович Эссен
 ）］只擅长加特契纳的检阅。他们是诚实的人，但没有才能、愚蠢、无知，不过，这些人在遭遇从未面对的敌人时却表现得极为镇定。

埃森第一［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埃森］将军曾在［俄国远征军于］荷兰战败、赫尔曼将军被活捉后指挥过［远征］军。他在职位上已经把自己的沉着冷静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埃森的确具备一些令人瞩目的才智和决断力，但他所遵循的法则在某些时候与其说是对敌方不利，倒不如说是害了己方。

巴克莱·德·托利和巴格胡夫武特都曾在担任校官时表现出色，前者参与过瑞典战争和土耳其战争，后者参与过波兰战争。他们此后都没有参与过任何战事……

巴克莱刚当上［陆军］大臣，就以其惊人的勇气、冷静沉着的态度和对事务的深刻认知吸引了旁人的注意……

勇敢、高贵的巴格胡夫武特……凭借其极端沉着的态度和突出的能力表现出众，但这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巴格胡夫武特是一位优秀的军长，因为他骑士般的不凡气度和时常令人愉悦的性格受到战友的爱戴……

马尔科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马尔科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арков
 ）］以校官军衔参与过波兰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他首次参战就被俘虏。自那以后也没有目睹过战事。这位将领聪明、非常敏锐又英勇，但从没有展现过出色的军事才能。
[32]



尽管俄军存在诸多缺点又面临着种种困难，他们还是打得不错，而且取得了几场战术胜利。俄军步兵在普乌图斯克列成两条战线，此外只设有一支规模较小的预备队。分别由几个团组成的前卫部队部署在左右两翼前方，骑兵起初位于步兵前方，随后退到步兵战线后方。战斗主要在两翼进行，俄军从战线中部和预备队中将一个又一个团投入两翼，阻止敌军推进或夺回初始阵地，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敌军将（预备）兵力用尽为止。
[33]

 直到那时，本尼希森才着手组织了一次反击并将法军击退。然而，夜幕已经降临，雪太大，夜太黑，阻止了俄军继续追击。
[34]



俄军在艾劳的阵地存在诸多缺陷。左翼前方有若干小丘，它们遮掩了敌军的运动。俄军在会战前夜撤出了艾劳镇，这座镇子距离俄军中央不远，它让法军能够秘密迫近俄军主战线，这迫使俄军将相当多的重炮留在小镇正前方。
[35]



俄军在艾劳设立了强大的预备队，这一点与此前的会战迥然不同。本尼希森将4个师和2支分遣队（原后卫部队）部署在主战线，让3个师留在主战线左翼和中央后方作为预备队。右翼由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中将指挥，中央由奥斯滕-萨肯中将指挥，左翼由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中将指挥。
[36]



敌军在会战第一阶段发动的所有攻击都被击退。其中包括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法国奥热罗元帅的第7军遭遇毁灭性打击。然而，几个俄国步兵团和骑兵团在追击败退的法军时走得太远。这些团并未得到后续部队的支持，结果被法军的反击驱散、击退。
[37]



后来有人指责本尼希森并未利用有利时机大举发起攻势，以此击败敌军。然而，他实际上并不了解拿破仑手头有多少部队。他只知道数目可观的敌军已经迫近俄军两翼，因此不敢冒险动用预备队。那些指责本尼希森的人认为法国达武元帅的第3军在奥热罗的第7军战败一段时间后才抵达战场，
[38]

 可是，人们后来知道达武军的先遣部队当时已经抵达战场，而且正在向俄军左翼推进。
[39]

 因此，本尼希森未急忙发动进攻，反倒可能做出了正确抉择。

达武元帅的部队源源不断地抵达战场，他的军迫使俄军左翼向后退却。最终，达武所部成功夺取了奥克拉彭农庄和几乎位于俄军后方的库奇滕村。俄军战线几乎弯成了一个直角，就连后撤路线（通往柯尼希斯贝格的道路）也遭到了威胁。叶尔莫洛夫和库泰索夫指挥的骑炮兵迫使法军撤出了奥克拉彭农庄，使得敌军在这一地段无法继续推进，随后，普军将领莱斯托克成功地躲开了法国奈伊元帅第6军的追击，率部进入战场。俄军和普军不仅将法军撵出了库奇滕，而且还继续驱逐逃敌。

等到会战结束，虽然俄军挫败了敌军的所有攻击，但本尼希森并没有足够的生力军去发动决定性一击，而且当时的天色也太暗了，这让俄军无法展开追击。俄军右翼的战斗并不算激烈，其损失也远少于左翼，因此本尼希森打算动用右翼发起攻势。然而，法国奈伊元帅第6军的前卫部队恰在此时抵达战场并对施默迪滕村——该村大体上位于俄军右翼后方——发动攻击。本尼希森派出几个团赶往施默迪滕，逐退了敌军。然而，敌军显然已有大批生力军抵达战场，本尼希森于是放弃了进攻。
[40]



叶尔莫洛夫写道，当天深夜，由于敌军出现正在撤退的迹象，本尼希森希望展开追击，并将这一意图告知麾下的诸位将领。不幸的是，俄军分散在广阔的范围内，他们精疲力竭，而且实力也因惨重的作战损失而大大削弱，本尼希森还认为拿破仑手中依然拥有未曾投入战斗的新锐部队。此外，俄军并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即便能够取得胜利，也无法继续追击法军。
[41]

 会战就这样不分胜负地结束了。次日，俄军退往柯尼希斯贝格。拿破仑在战场上待了几天，随后也率部后撤，让他的部队进入冬营。

艾劳会战之后，战争出现了将近两个月的间歇期，在此期间，俄军于海尔斯贝格城附近的高地上构建了一整套野战防御工事体系。在海尔斯贝格会战中，法军步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发起冲击，俄军步兵随后迎击法军，不仅阻止了法军的推进，还迫使他们再度沐浴着弹雨退却。在右翼的某些地段，俄军步兵发起刺刀反击，迫使法军溃逃，俄普两军的骑兵随后也展开追击。
[42]



本尼希森在海尔斯贝格会战中突发重病（水肿），因此，他在会战当天不得不多次下马休息。会战结束之际，本尼希森不幸昏倒。
[43]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戈尔恰科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Горчаков
 ）中将接替他继续指挥。会战结束后，由于诸多迹象表明拿破仑的军队正在绕过俄军右翼赶往柯尼希斯贝格，俄军也离开了海尔斯贝格阵地，同样赶赴柯尼希斯贝格。会战后的第四天，俄军已经驻扎在弗里德兰镇附近。

俄军为弗里德兰会战选择的阵地堪称典型的糟糕阵地。一条既宽又深的河谷将正面阵地切割成两段，这让俄军很难将部队从其中某一地段转移到另一地段去，所以俄军两翼很难互相协助。俄军左翼是面积很大的索特拉克树林，能够掩蔽敌军机动，使得敌军可以迅速集结并迫近俄军左翼。阵地后方是弗里德兰镇和阿勒河，而且阿勒河上只有几座桥梁。

即便是在拿破仑战争开始前，包括罗马诺在内的许多作者就已指出障碍物和隘路会给退却中的军队带来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会导致部队最终陷入绝望。
[44]

 后来，人们时常把弗里德兰会战作为反面典型，认为前有未曾占据的树林、后有河流的情况异常危险，比如说1811年发表在俄国《军事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就秉持这一看法。
[45]

 同样是在1811年，克劳塞维茨指出应当避免选择后有隘路的阵地，因为它可能会延误退却，导致撤退途中混乱丛生，并且举出弗里德兰会战作为例证。
[46]



俄军究竟出于什么目的选择这一阵地并加以据守？笔者至今尚不清楚。根据本尼希森自己的说法，他当天并不打算接受会战，只是想让部队在城镇附近休息一天。根据一些俘虏的供述，只有乌迪诺将军率领10000法军赶来，所以，本尼希森只是把一部分人马部署到城镇前方，当后来捕获的战俘供述已有新的敌军部队抵达时，他也只是派人增援参战部队。
[47]



按照叶尔莫洛夫的说法，许多军官认为本尼希森打算赶在拿破仑的主力抵达之前进攻并歼灭出现在城镇附近的小股法军，但由于本尼希森的迟疑不决，这个战机就此丧失。结果，俄军发觉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48]



奥博连斯基在1807年是多赫图罗夫将军的副官，他表示自己曾跑到本尼希森那里告诉他：“我们没法坚守这片阵地，因为我军旁边就是树林，敌军可以在那里架设火炮，造成很大伤亡。”按照奥博连斯基的说法，本尼希森如此回答：“替我转告多赫图罗夫将军，让他不要招惹敌军，因为我确信敌人无意求战。”
[49]



因此，本尼希森的玩忽职守是俄军在弗里德兰战败的主因。他的唯一辩解理由就是自己依然受着水肿病情的折磨。
[50]

 此外，会战刚开始，俄军参谋长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埃森中将和军需总监法杰伊·费奥多罗维奇·施泰因黑尔〔Фаддей Фёдорович Штейнгель
 ，其德文名为法比安·戈特哈德·冯·施泰因黑尔（Fabian Gotthard von Steinheil）〕中将就被一发恰好从两人之间穿过的实心弹严重挫伤。按照叶尔莫洛夫的说法，参战部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任何命令。
[51]



拿破仑得知俄军出现在弗里德兰时，法军正在赶往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的途中。俄方的消极举动让拿破仑能够将军队集中到战场。随后，拿破仑利用索特拉克森林作为屏障，将主力部队集中到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弗里德兰钟楼上观察战况的俄国军官将这一情况告知本尼希森，他得知此事后便下令退过阿勒河。
[52]

 可这已经太晚了——仅有的一条退却路线需要穿过弗里德兰镇上的街道，阿勒河上也只有4座桥梁。因此，俄军的撤退颇为迟缓，人们挤作一团，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蒙受了惨重损失。幸运的是，俄军在晚上又发现了几处渡口并得以借此逃脱。尽管军队处于极度混乱中，损失的火炮却很少。

俄军在此次战局中主要采用防御性战术。或许俄军将领已经深深了解到一点，在拿破仑麾下的法军面前，在这样一个迅捷、大胆、灵活的敌人面前，让大批部队展开任何复杂机动都太过危险。俄军指挥官通常会尝试用炮火打乱敌军的攻击节奏，然后让步兵正面反击敌军纵队，骑兵则展开侧击。
[53]

 这类反击往往是局部战斗，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击退敌军的攻击。即便俄军的反击大获成功，就算俄军击退大批敌军，使其陷入混乱，前线部队也不会及时得到可以用于扩张战果的己方后续兵力。俄军并不会尝试大举投入预备队发动猛烈打击，将这些局部胜利发展为会战整体胜利。

在1806—1807年战局的诸多会战中，法军即便在兵力大体相当乃至少于俄军时，也能够以优势兵力攻击乃至包抄俄军一翼，法军能够利用俄军的消极举动击退这一翼，使整条俄军战线陷入艰难境地，这一点相当值得注意。

俄军在此次战局中曾数次被迫长途撤退，因此也经历了多场后卫战。后卫部队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或阻滞敌军推进，使其无法攻击正在行军的主力部队，为主力部队赢得占据防御阵地的必要时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后卫部队往往不得不与数量远多于自身的敌军交战，而且后卫部队还得及时退却，以防自身被敌军歼灭。

俄军通常以多个纵队行军，每个纵队往往都设有自己的后卫部队。后卫部队由几个步兵团——一般是猎兵团——和轻骑兵团组成。然而，俄军有时也会把胸甲骑兵团或一两个重炮连、骑炮连（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总是和配属给他们的轻炮半连待在一起）加强到后卫部队里去。当后卫部队需要阻滞敌军推进时，它需要占据合适的阵地，阻击敌军的先头部队，迫使敌军将部分兵力列成战斗队形，击退敌军的首次进攻（在必要情况下也可能是几次），然后继续退到下一处适于阻击的阵地，准备再度击退敌军进攻。
[54]



俄军部队在这类军事行动中积累了各种情况下的战斗体验，获得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将领和军官学会了如何在困难情况下指挥部队。一般情况下，负责指挥全体后卫部队或主力后卫部队的是巴格拉季翁将军，由于他在苏沃洛夫指挥的1799年战局和库图佐夫指挥的1805年战局中表现活跃且时常指挥前卫部队或后卫部队，他被视为俄军最优秀且对法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之一。

然而，其他几乎所有将领都已久疏战阵，而且基本上没有指挥大规模多兵种合成部队的经验。
[55]

 有些人竭力想要撇清自己的责任，其他人则犯下了诸多错误。叶尔莫洛夫声称戈维明战斗中实际上没有人负责指挥在场俄军。一位副官在半个小时内遇上了5位将军，却没有得到任何命令。
[56]

 叶尔莫洛夫也批评了巴克莱·德·托利在霍夫战斗（1807年1月25日/2月6日）中部署军队的方式：

霍夫村沿着一条河谷伸展，两边是陡峭的山坡。他（巴克莱·德·托利）将部队摆在村庄之前，而且，尽管敌军动用无数骑兵在当天骚扰他，他还是把自己手中疲惫的骑兵部署在村庄前方，这样一来，骑兵就只能通过村里狭窄的道路退却。

要是他把步兵放在村庄和设有围栏的菜园里面，那局势就会有利得多，可他却让步兵在村外列成几条战线，由于附近地面上的积雪相当厚，步兵的退却路线也必须穿过村庄。结果，敌军在发动第一轮冲击时就把我军骑兵撵到步兵和炮群面前。一个炮群立刻就落入敌军之手。指挥另一个炮群的马尔科夫中尉则用霰弹驱散了奥利维奥波尔骠骑兵团，也同样用霰弹挡住了追击该团的敌军，迫使敌军在遭受一定的损失后退却。我军步兵坚定地击退了这次冲击。敌军骑兵返回了自己的战线。此后不久，敌军再度发起冲击，这一次取得了较好的战果。第聂伯、科斯特罗马火枪兵团挡住了骑兵的冲击，但这一天的激战让他们精疲力竭，不能继续展现出必要的坚韧，因而陷入混乱，被迫放弃阵地，至少一半人惨遭砍杀。这些团的军旗和火炮也被夺走了。能够隐蔽在菜园围栏后方的官兵和战斗之初便部署在菜园里的猎兵损失就很小。这表明将战列步兵部署在开阔地上是何等的错误，指挥官应当用尽一切方法为他们提供掩护。少将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瓦西里·尤里耶维奇·多尔戈鲁科夫（Василий Юрьевич Долгоруков
 ）］出动麾下的5个营增援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但这点兵力无法扭转整体上的混乱态势，他的营同样被打散，而且损失惨重。我军在撤过霍夫村时遭遇了极为猛烈的敌军炮火。无畏的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无视危险，无所不在，但这场战斗并没有为他的指挥能力增光添彩，要做得好一点肯定不难！
[57]



巴克莱将他的火枪兵团放在村庄前方，此举究竟是源于18世纪俄军的旧习惯——指挥官不应当用战列步兵据守村庄，只能将猎兵部署到村落里——还是另有缘由？这已经不得而知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将领在1806—1807年战局中指挥后卫部队时凭借自己的战绩声名鹊起并获得晋升，上文提到的巴克莱·德·托利以及拉耶夫斯基、巴格胡夫武特便是其中的典型。巴克莱在1807年还只是一位少将，在1809年的瑞典战争中就获得了步兵上将军衔，并负责指挥一个独立军团，到了1810年，他已被任命为陆军大臣，1812年则成为第1西方军团（俄军人数最多的军团）司令。



对土战争中的战术



如前所述，土军与欧洲正规军差异极大。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不过，土军炮兵还是有所进步，他们此时使用的火炮较为轻便，身管也较长，其中还包括了英国炮和奥地利炮。
[58]

 因此，1806—1811年俄土战争中的俄军战术与18世纪下半叶俄土战争中的俄军战术差别不大。

伊万·伊万诺维奇·米歇尔索嫩〔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ихельсон
 ，其德文名为约翰·冯·米歇尔索嫩（Johann von Michelsohnen）〕将军于1806年被派往摩尔达维亚指挥俄军，他在战争前夕发布的一份教令中规定了矩形方阵，要求将各个方阵列成两条战线，并对侧翼加以掩护。方阵内部应当留有预备队和载重较轻的辎重车辆。方阵通常会根据指挥官的命令独立战斗。各个方阵不应当靠得太近，这样，当土军试图从方阵之间突破时，各个方阵就不至于在射击中互相伤害；而当俄军骑兵与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骑兵作战时，俄军骑兵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依托方阵作为掩护，在方阵之间整队并再度发起冲击。
[59]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озоровский
 ）元帅是1807—1809年之间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司令，他在发给彼得·基里洛维奇·埃森中将的指示中规定所有行军都应当以纵队进行。部队在遭遇敌军后就要迅速列成营方阵。在战斗队形中，方阵间距不应当少于300步，此外还需要在主战线后500—1000步处多留一个方阵，以便阻止敌军从后方发起攻击，因为土军骑兵素有从各个方向展开骑乘冲击的习惯。会战应当始于步兵和炮兵，因为如果骑兵率先攻击，就会妨碍炮兵和步兵发扬火力。步兵要以步枪火力展开战斗。普罗佐罗夫斯基规定：“不应该上刺刀猛冲，刺刀冲刺可能会导致你彻底战败；可要是采用射击并保持我军的秩序，你就必定可以打垮人数三倍于你的敌军。”当敌军将要战败之际，指挥官应当派出部分骑兵展开追击，以一个拥有5个中队的骑兵团为例，它可以派出2个中队追击，其余3个中队则以紧密队形跟随前者行进。
[60]



组成方阵的士兵应当排成三列。
[61]

 在1806—1811年的俄土战争历次战斗中，俄军时常使用团方阵，其原因在于对土作战地域损害健康的气候导致俄军出现大量病员，进而使得各团兵力通常都颇为短缺，有时候一个团里只有两三百人。
[62]

 由于每个方阵中需要留出安置火炮挽马编队、前车和弹药车的空间，这么少的人数就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因为土军机动迅速且擅长发起突袭，俄军有时需要使用方阵长途行军。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库图佐夫给多瑙河军团主力军部队下达的命令（签发日期为1808年7月25日/8月6日，库图佐夫当时是年迈的军团司令普罗佐罗夫斯基元帅的助手），方阵侧面就得以班为单位行军。为了协调所有方阵的行动，这份命令规定了如下做法：所有方阵都要跟随第一线中央方阵的步伐，中央方阵行进时全体方阵都要行进，它停顿时也要全体停顿。
[63]



在与土耳其人作战的部队中，步兵依然要接受第1列以跪姿展开射击的训练，我们可以从库图佐夫给多瑙河军团主力军下达的命令（1808年5月17日/29日）中看出这一点。
[64]

 1809年，巴格拉季翁在自己麾下的部队中废止了第1列跪地的做法，
[65]

 但迟至1810年，跪姿射击还在某些场合派上过用场。
[66]



一部分火炮需要部署在方阵的凸角上，通常情况下，每个面朝敌军的凸角处都有一门重炮，每个背朝敌军的凸角处都有一门轻炮。
[67]

 其余的火炮则部署在位于前线后方的方阵之间。
[68]

 骑兵要位于步兵之后。时人认为，在与土耳其人交战时，由于土军骑兵在数量、机动性和速度上都拥有优势，俄军就没有必要配备太多的骑兵。
[69]

 瓦尔福洛梅·费奥多罗维奇·克鲁皮扬斯基在1807—1811年效力于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团，后来转入斯摩棱斯克龙骑兵团，按照他的说法，土军骑兵相对于俄军骑兵的优势已经大到了这种地步：“土耳其人根本不把龙骑兵乃至所有骑兵当回事。”他表示自己曾目睹维丁会战（可能是1811年7月22日/8月3日发生的那一场会战）中的一幕：33个土耳其人撵着几个俄军龙骑兵中队跑，一直追到俄军步兵的两个方阵之间为止，直到此时，步兵才依靠火力将这些土耳其人击退。
[70]

 俄军偏爱在开阔地上与土军交战。朗热隆在1809年对此给出了解释，当他亲历了与土军交手的四场战役后，他终于学会了对付土军的方法，意识到如果在封闭地带——也就是沟渠纵横或林木密布的地方——作战，部队就无法维持与土军作战时所需的队形。
[71]

 库图佐夫也指出沟渠交错或建有菜园、葡萄园的地形对土军有利。
[72]

 朗热隆在描述1810年战况时表示，土军散兵偏爱在葡萄园、菜园和树林里作战，俄军很难驱逐土军散兵，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军散兵要远远优于俄军散兵。
[73]



正规步兵在开阔地上能够维持战线，炮兵也能够拥有良好的视野，可以有效地轰击己方步骑兵的周边区域。而在起伏地带或林木遍布的地方，炮兵就无法有效作战，步兵也难以维持队形，还可能出现步兵方阵无法依靠交叉火力相互保护的情况，更擅长小队战斗和散兵战的土耳其人就能够拥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俄军有时还是得以散开队形在起伏地带作战，投入散兵战的不仅有猎兵，要是地形对骑兵不利，甚至连龙骑兵有时都得下马步战——其中也包括散兵战。
[74]



在1806—1810年的战斗中，步兵通常会列成一条由方阵组成的战线，此外要么留出一个方阵作为预备队，要么根本不留预备队。
[75]

 或许这是因为俄军步兵的自信心已经大有增长，他们认为第二线并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些时候，就连一个孤立无援的步兵营也能够长时间抵抗拥有数量优势的土军骑兵。朗热隆写道，携带了6门火炮的8000名土耳其骑兵在弗拉西纳（Frasina）战斗（1809年8月29日/9月10日）中攻击他麾下前卫部队里的骑兵——其中仅有600名哥萨克、200名枪骑兵和2门火炮，他的骑兵在损失了部分人马后被击退。正在沿着道路行军的俄军主力处于危险境地，不过，由叶列梅·雅科夫列维奇·萨沃伊尼（Еремея Яковлевича Савоини
 ）少校指挥的拉多加火枪兵团某营摆出方阵（厚度为三列）挡住了土军。朗热隆写道，土耳其人在攻击这个营时展现出的狂怒（fureur）他极少看到。他们包围了这个营，发起了五六次冲击，但每次冲击都被俄军的步枪和两门火炮打退。只有3名土耳其骑兵能够突入方阵，但他们很快就被刺刀捅死。这个营持续战斗了大约一个小时，付出了100人左右的伤亡，但它打退了土军的所有冲击。
[76]



在鲁什丘克（Rusçuk）会战（1811年7月3日/15日）中，库图佐夫采用了旧队形：8个团方阵列成了两条交错战线，骑兵则位于战线后方。军队侧翼的沟渠、菜园和葡萄园由猎兵据守。
[77]

 库图佐夫在呈递给沙皇的战报中写道：

相当数量的我军官兵被炮弹杀死，这证明敌军的炮火打击非常有力。敌方骑兵如此横行，在我多年与土耳其军队交手的经验中，是不曾有过的……但我必须指出，整条战线上的耶尼切里都没有发挥出他们此前的优异表现。
[78]



在这场会战中，一万人之多的安纳托利亚骑兵从俄军步兵方阵之间冲过，击溃了白俄罗斯骠骑兵团，打乱了金布恩龙骑兵团，但面对这些突入俄军队形的土军，丘古耶夫枪骑兵团还是在第7猎兵团方阵和剩余骑兵的支援下攻入土军侧翼，不仅将其击退，还给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79]



正如朗热隆所说：“不应当让土军发起冲击或实现其预期，而要始终向着土军推进并阻碍、破坏其作战意图。”
[80]

 这一原则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颇为重要：在对土作战中，俄军始终需要前行，即便速度缓慢也得持续行进，而且一定不能停留在一处，这是为了不给土军留出决定攻击点并协调各部行动的时间。在击败土军之后，俄军也需要出动后方有步兵跟随的骑兵展开追击，以便取得完胜，因为就算俄军认为土军已经被彻底打垮，可只要不展开追击，土军就能够重整旗鼓，迅速返回战场。与此同时，由于土军骑兵总能够凭借优良的战马逃走，把追击者引到太过遥远的地方，因此长途追击土军骑兵是一种不必要乃至危险的举动。有人建议在追击土军骑兵时，俄军只用追到最近的一条隘路或河流就够了，随后就要转而追歼土军步兵。
[81]



俄军的确在许多战斗中击败了拥有数量优势的土军。然而，这里也必须指出，俄军的回忆录通常会夸大土军兵力，就连官方战报也不能避免。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曾把奥比莱什蒂（Obilești）会战（1807年6月2日/14日）的具体情况告知叶尔莫洛夫：

得知敌军动向后，我便前去迎击。根据传言，土军有16000人，在战报中，我声称自己打败了12000人，可那里的土耳其人实际上还不到4000人。
[82]



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军也曾在（内）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既要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朗（1804—1813年）军队作战，也要和当地山民交战。这一战区的战斗规模非常小，而且作战环境非常特殊。伊朗军队和高加索山民的装备和组织情况甚至比土耳其军队还糟糕。俄军当时在这一战区使用的战术对俄军的整体战术并没有重大影响，因此，这本书并不会涉及高加索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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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译注：罗马诺的本名为安东尼奥·路易吉·德·罗马诺（Antonio Luigi de Romano），法文名为安托万·路易·德·罗马诺（Antoine Louis de Romano），他曾在俄军总参谋部效力8年，获俄军中校军衔，后来返回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获意大利王国军队工兵上校军衔。


②
 　译注：海尔斯贝格，现名瓦尔米亚地区利兹巴克（Lidzbark-Warminski），位于波兰瓦尔米亚-马祖里省。弗里德兰，现名普拉夫金斯克（Правдинск
 ），蒂尔西特，现名苏维埃茨克（Советск
 ），均位于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


③
 　译注：法军1791年条令系根据法军八连制步兵营编制撰写，因此法军冲击纵队中的连实际上相当于俄军类似队形中的排。


④
 　译注：卡缅斯基和波格丹诺夫想要以来到横队前方的做法阻止士兵的无序射击（会战射击），让他们能够转入规整的齐射或冲击。可参见本书第一章《步兵》中“攻防原则与方法”部分迪埃姆将军在卡尔迪耶罗会战中的做法。


⑤
 　译注：这里提到的“上湖”（верхнего озера
 ）就是萨钱（Satchan）和默尼茨（Mönitz）池塘中位于上游的萨钱池塘。


⑥
 　译注：法军第4战列步兵团当时名义上的团长是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


⑦
 　译注：莫龙根（Mohrungen），现名莫龙格（Morąg），位于波兰瓦尔米亚-马祖里省。


⑧
 　译注：法军腾跃兵（voltigeur）是个头较矮的精锐士兵，以擅长散兵战闻名，腾跃兵身高选拔标准为不得超过4法尺11法寸（约1.60米）。


⑨
 　译注：基尔基（кирки
 ），源自德语词教堂（Kirche），俄语中多用该词指代路德宗教堂。


⑩
 　译注：施吕瑟尔堡团当时仍名为“火枪兵团”，1810年后才改称步兵团，俄方回忆录中时常出现类似的混淆情况。


⑪
 　译注：贝格弗里德（Bergfried），现名巴尔克维达（Barkweda），位于波兰瓦尔米亚-马祖里省。


⑫
 　译注：拉普（Rapp）在回忆录里提到，1807年战局中曾有法军士兵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附近用新学的波兰话对拿破仑开玩笑：“Papa, kleba？”（老爹，面包呢？）拿破仑也用波兰话回答：“Niema.”（没有。）士兵随后都大笑起来。参见Rapp J. Mémoires écrits par lui-même et publiés par sa famille. Paris, 1823, p. 120; Kierzkowski J. F. Pamiętniki Jakuba Filipa Kierzkowskiego kapitana wojska francuzkiego kawalera krzyża Legii Honorowej a na ostatku majora w wojsku polskiém 1831 r. Poznań, 1866, s. 65-66 （凯日科夫斯基的记载与拉普略有不同）。


⑬
 　译注：克雷诺维茨（Krenowitz），今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州维什科夫区科热诺维采（Křenovice）。




第五篇


应对拿破仑的战术变革——1810—1814年



引言

此前数年里的军事行动表明，就组织和战术层面而言，俄军与法军相比已经显得过时了。早在1806—1807年战局期间，俄军就开始调整组织和战术，而它的新模板正是拿破仑的军队。根据布乌哈伦的回忆，康斯坦丁大公曾命令24名法军逃兵和几名被俘的法军骑兵向俄军传授法军的各类勤务和队形变换。
[1]

 战局结束后不久，俄军的诸多教令中就开始出现崭新的队形和战斗方式——其中有些已经付诸实践，制订新条令的工作也已开始。

与此同时，俄军依然保留了许多陈旧手段。瓦尔福洛梅·费奥多罗维奇·克鲁皮扬斯基在1807—1811年效力于佩列亚斯拉夫龙骑兵团，后来转入斯摩棱斯克龙骑兵团，按照他的说法，督察在检阅时只关注必要的武器、制服和装备是否就位，“却并不关注子弹是否匹配口径不同的步枪和手枪”
[2]

 。

俄国的军事著述逐渐开始独立发展。1807年，《战术通论》（Общий опыт тактики
 ）第一卷得以出版。它基本上就是把吉贝尔出版于1772年的《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第一卷重新编排并略作删减，此外只添加了少数原创段落。这一工作由俄国御前军务侍从武官部后勤司中校亚历山大·伊里奇·哈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Хатов
 ）完成，该部门当时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总参谋部。出版于1810年的第二卷原创成分则要高得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哈托夫对1806—1807年战局中的作战经验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付法军的思路。

与此同时，外国军事著作的译本也继续在俄国出版发行。在诸多译著当中，若米尼的小册子《战争艺术》（L’art de la guerre）值得一提.该书原版最初于1806年刊行，而法俄文对照的版本1807年或1808年便在俄国面世。
[3]

 某些译著则只是翻译了相当老旧但后来又在欧洲再版的著作。比如说，俄国在1811年出现了一本名为《军官作战手册》（Поход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 для офицеров
 ）的书，该书译自法国军官让-吉拉尔·拉库埃·德·塞萨克（Jean-Girard Lacuée de Cessac）编纂的《军官战时特别勤务手册》（Guide de l’officier particulier en campagne）。这本手册在1785年出版于法国，1805年得以再版，甚至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还再版过。
[4]



俄国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发行两份新期刊，期刊上不仅发表了俄国军官撰写的文章，也会刊登译自外文的文章和书籍内容节选：《炮兵期刊》（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
 ）在1808年面世，《军事期刊》（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则在1810年面世。后文将会讨论这些期刊里在战术层面最为重要的若干文章。

为了将新的队形和战斗方式推广到全军当中，俄军采用了几种旧方法：比如说不时将军官派到圣彼得堡培训几个月，在那里学习各种新事物，然后返回原部队传授知识和技能，
[5]

 同时将近卫军军官——他们通常最早接触新事物，也受到了最好的新战术训练——临时或永久地外放到全军各团中。
[6]



朗热隆认为从军队中选派军官前往彼得堡受训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做法，因为每个团需要把资历最高的上尉（也就是说他晋升上尉的时间早于团里的其他任何一位上尉）送过去，这些人是经验丰富的军官，其中不少人实际上就是营长，这就削弱了团的战斗力。他们在彼得堡要待上至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就被剥夺了凭借出色战绩获得晋升和奖赏的机会，此外，他们拿到的薪水也不足以维持一年的首都生活。按照朗热隆的说法，这些来自作战部队的军官学到的少数内容在战争中基本派不上用场，而且新的规定每隔六七个月就要变一次，所以等到他们返回母团时，学来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没用了。
[7]



不过，那些在彼得堡进修过的军官却不认为这段经历特别糟糕。比如说，第7猎兵团的奥特罗先科上尉在1809年被选送到彼得堡（他在1810年1月7/19日抵达）受训，按照此人的解释，由于他是全师资历最高的上尉，所以就被选上了。奥特罗先科被派到第1训练营，在那里受训半年有余。奥特罗先科于1810年7月通过考试，1810年8月1日/13日晋升为少校并被分配到第14猎兵团。
[8]

 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彼得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1811年是第1猎兵团里资历最高的上尉，于是便在当年12月奉命前往彼得堡，在那里通过考试后，他于1812年2月晋升为少校并返回第1猎兵团。
[9]



俄军这样一支分布在广阔地域里的军队，为了维持机动训练的统一性，每个师都要派出一名军官去全军最好的师参观学习，该师师长需要向其他师的军官展示机动方式并给出书面教令，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师继续教学。
[10]



由于军官在此前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而且俄国又组建了许多新团，所以俄军就需要补充大批军官。军官武备学校和传统晋升方法——贵族军士服役3年后成为军官——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军官。为了在短期内将青年贵族培养成军官，俄军于1807年在第2军官武备学校组建了志愿队（Волонтерный корпус
 ），次年更名为贵胄团（Дворянский полк
 ）。任何年龄不低于16岁的贵族都可以加入贵胄团，它的培训课程主要是步兵训练。为了将青年贵族培养成骑兵军官，俄军还在1811年组建了贵胄中队作为补充。
[11]

 迅速成为军官的可能性和日益增长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意识为俄军提供了足够的军官。欧根·冯·符腾堡公爵在战后写道，俄国军官总体而言非常英勇。
[12]



不过，军官在贵胄团接受的训练相当有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克维奇〔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Паскевич
 ，未来的帕斯克维奇-埃里温斯基（Паскевич-Эриванский
 ）元帅〕在（1812年）战争前夕参与组建了奥廖尔步兵团，他后来回忆说：“贵胄队（即贵胄团）派来了20个勉强能够读写的青年军官。”
[13]



士兵的训练一定程度上有所简化：他们主要展开战争所需的训练，大部分不必要的形式化训练——特别是诸多持枪操练——已被废弃。
[14]

 俄军越来越关注瞄准射击训练。1811年，库图佐夫在给摩尔达维亚军团诸位师长的一份命令中写道：

我建议你们重点关注如下事务：训练士兵射击标靶、让武器保持完好、保障对执行勤务切实有用的一切物资，与此同时还要禁止一切不必要的事务，它们背离了作战本质，以恼人的方式困扰士兵，给他带来额外负担。

听从指挥和遵守纪律是军人勤务的灵魂，我确信你们不会忽视它们的本质，不至于产生只有依靠残酷手段才能维持这些重要概念的错误想法。
[15]



有些军官还指出军队里的刑罚也有所减轻，俄军对待士兵的方式总体上也变得人道起来。
[16]

 不过，某些团里的情况仍然变化甚微。比如说，尼基福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利斯基（Никифор Петрович Ковальский
 ）在1808—1809年服役于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他讲述过中队长残酷对待士兵的行径：棒打500下已是十分普通的惩罚。
[17]

 按照克鲁皮扬斯基的说法，普通士兵可能会被棒打1000下，就连军士也有可能因为在执行勤务时的小小过失被棒打100下。
[18]



许多材料指出，俄军在1812年战前训练状况良好，而且已经准备好参与新的战争。譬如第3轻炮连的军官伊利亚·季莫费耶维奇·拉多日茨基（Илья Тимофеевич Радожицкий
 ）写道：“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不错，士兵高大、匀称、令人满意，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在国境以外展开攻势作战，想要根据古老习俗先行攻击法军。”
[19]

 不幸的是，大部分团在和平时期依然驻扎在村庄里。文件和回忆录中提到了若干次师级演习，但更大规模的演习就相当罕见了。

俄军兵力在1812年战局之初要少于法军。俄军沿着西部国境分布，各个军团兵力分散且相互隔离，因此，俄军在战争第一阶段被迫通过退却完成集结。俄军在退却途中与法军展开过几次小规模交战。俄国第1、第2军团最终在斯摩棱斯克会师（7月20日/8月1日）。不幸的是，会师后的俄军仍然不够强大，俄军迟疑不决地尝试发起反攻，随后又在斯摩棱斯克经历激战（8月5—6日/17—18日），而后继续撤退。

两位军团司令——巴克莱·德·托利和巴格拉季翁——间的合作困难重重，因为这两人的个性和阅历都截然不同。巴克莱生性冷淡，因为他由少将蹿升为步兵上将并获得陆军部长职位，这招来了相当多的嫉妒，他与上流社会素无关联，而且并不信任自己的下属，结果，他拥有许多私敌，军队也不爱戴他。
[20]

 巴格拉季翁几乎与巴克莱截然相反。在苏沃洛夫指挥的1799年战局和库图佐夫指挥的1805年战局中，巴格拉季翁都凭借自己的战绩声名远扬，他善于交游，处事方式令人愉悦，信任下属并且也得到下属的爱戴。
[21]

 尽管两人军衔相当，但巴格拉季翁晋升步兵上将的时间要早于巴克莱，所以巴格拉季翁在论资排辈时要高于巴克莱。不过，巴克莱是陆军大臣，他的军团规模也大于巴格拉季翁的军团，所以巴格拉季翁承认巴克莱是他的上级，却又时常批评巴克莱的决断并提出反对意见。

部队并不信任巴克莱，漫长的退却也导致俄军士气低落。
[22]

 斯摩棱斯克之战结束后，俄军的士气进一步下降，
[23]

 部队甚至怀疑巴克莱是叛国者。
[24]

 新任总司令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到来提升了部队的士气。
[25]

 高层分歧得以弥合，若干援军也已抵达。库图佐夫在找到一处适于防守的阵地后决心发动会战。俄军在博罗季诺（Бородино
 ）苦战（1812年8月26日/9月7日）中伤亡惨重，被迫于次日撤出战场。但对拿破仑而言，博罗季诺并不是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那样的决定性胜利。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俄军并没有像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那样在混乱中被迫撤退，而是坚持到夜幕降临，而后根据库图佐夫的命令退却。鉴于俄军无法再坚持会战，库图佐夫做出了后撤并放弃莫斯科的决定。

拿破仑占据了莫斯科，战局也出现了一个间歇期。俄军第1、第2军团在塔鲁季诺（Тарутино
 ）营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合并为一个军团（9月16日/28日）并补充新兵，然后攻击法军前卫部队（10月6日/18日），并迫使其退却。拿破仑由于补给问题撤出莫斯科，打算向南进军。有人说拿破仑计划行经未经战火蹂躏的土地，以便维持部队供给，但也有人认为他会选择安全地退往斯摩棱斯克。为了给军队留下一个好印象，拿破仑再度尝试与库图佐夫进行会战，希望能够将其击败。俄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挡住了拿破仑，他只能掉头北上，重走入侵路线返回斯摩棱斯克，俄军则沿着与法军撤退路线平行的道路展开追击。拿破仑的军队在撤退途中与俄军发生了多次交战，其中最重要的交战发生在维亚济马（Вязьма
 ，10月22日/11月3日）、克拉斯内（Красное
 ，11月5—6日/17—18日）和别列津纳（Березина）
 河畔（11月16日/28日）。

在1812年战局中，除了主战线上的博罗季诺等会战外，其他战区的俄军与法军还发生过几场大会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戈罗杰奇纳（Городечна
 ）会战（7月31日/8月12日）和两场波洛茨克（Полоцк
 ）会战（8月4—6日/16—18日和10月6—8日/18—20日）。在前一场会战中，骑兵上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托尔马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Тормасов）
 指挥第3西方军团与奥地利将领卡尔·菲利普·楚·施瓦岑贝格（Karl Philipp zu Schwarzenberg）、法国将领让·雷尼耶（Jean Reynier）麾下的奥地利-萨克森军队交手。在后两场会战中，俄方参战部队是彼得·赫里斯季安诺维奇·维特根施泰因〔Пёт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Витгенштейн，
 其德文名为路德维希·阿道夫·彼得·楚·赛恩-维特根施泰因-贝勒堡（Ludwig Adolf 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Berleburg）〕将军指挥的第1步兵军，他在10月得到了圣彼得堡民兵和几支正规部队的增援，后来又有法杰伊·费奥多罗维奇·施泰因黑尔指挥的兵力不多的芬兰军前来协助。法方参战部队是乌迪诺元帅（第2军军长）和圣西尔将军（第6军军长）所部，圣西尔在第一次波洛茨克会战后获封元帅，而且由于乌迪诺在此战中负伤，在他康复前圣西尔需要统一指挥这两个军。

到了1813年年初，拿破仑麾下越过俄国边界的大军已经只剩下一小部分（60多万人仅剩不到10万）。普鲁士也在此时转投俄方。然而，拿破仑迅速地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新军，战争仍在继续，而且俄普联军也没能在这次战局里的第一场会战〔1813年4月20日/5月2日发生在吕岑（Lützen）附近〕中击败拿破仑。联军选择退却，很快又在1813年5月8—9日/20—21日的包岑（Bautzen）大会战中败北。然而，这场失利既不像奥斯特利茨或弗里德兰那样带来严重后果，也不像博罗季诺会战那样损失惨重，而且拿破仑也未能扩大他的胜利。包岑会战后不久，双方缔结了休战协定。后来，奥地利加入俄国和普鲁士一方，它们联手击败了拿破仑。在1813—1814年战局中，俄军兵力被分拆开来，编入每个联军主力军团中，因此俄军参与了后续战局中的所有会战和交战，而且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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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步兵



编制与武装



亚历山大一世在1810年10月12日/24日颁布的法令中推行了新的步兵编制。
[1]

 根据这份法令，每个掷弹兵团、火枪兵团、猎兵团仍然由3个营组成，但火枪兵团里的营都叫作火枪兵营，猎兵团里的营都叫作猎兵营，而掷弹兵团里的所有营则被称作燧发枪兵营，于是，掷弹兵营就此消失，团里的所有营都用上了统一的名称。每个营和从前一样下辖4个连并分成8个排，4个连中要有一个连称作“掷弹兵连”，该连的第1排名为掷弹兵排，第2排名为射击兵排。掷弹兵连在选拔人员时不应当以身高为依据，而应当以候选士兵的举止和勇气为选拔标准。在进入掷弹兵连的所有人员中，个子较高的会被分配到掷弹兵排，个子较矮的则进入射击兵排。

因此，俄军或多或少地仿效了法军的掷弹兵连和腾跃兵连制度。在当时的俄军中，每个团的1营和3营在出征时需要齐装满员，如果这两个营人员不足，就应当从2营（后备营）抽调兵力补足。2营中只有满员的掷弹兵连需要随同出征。后备营里的掷弹兵连将编组成三连制的混合掷弹兵营，这些营也会组成独立的掷弹兵旅和掷弹兵师。后备营中的其他连则要留在该团驻地，负责训练新兵。在1812年，有许多团把它们的后备营派到野战军里，有的营被用于补充其他团，有的则作为独立的步兵营参与战斗。

所有团的额定兵力都一样：6名校官、54名尉官、120名军士、39名鼓手、6名笛手、9名乐手、1980名列兵和195名非战斗人员。
[2]

 但上述变革并未涉及近卫团和禁卫掷弹兵团。根据1811年2月22日/3月6日颁布的法令，所有火枪兵团都更名为步兵团（但火枪兵连仍然保持原名）。
[3]



俄军对后备营的掷弹兵连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这些掷弹兵连应当与其他掷弹兵连质量相当。
[4]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将军在1812年是第2西方军团的混合掷弹兵师师长，根据沃龙佐夫的说法，他手中的营“由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他们经历过漫长的战役和无数次会战，只有来自涅韦罗夫斯基师［新近组建的第27师］的营是个例外，那些士兵只是名义上的掷弹兵，他们只有身材和热忱配得上掷弹兵称号”
[5]

 。根据1812年10月12日/24日发布的法令，掷弹兵和射击兵可以免于体罚。
[6]



1811年3月，所有近卫步兵团都按照常规步兵团的方式重组。
[7]

 不过，近卫团3个营需要全体出征。与此同时，俄军还为近卫团和掷弹兵团推行了崭新的人员补充方式。每个掷弹兵团、步兵团和猎兵团要在每年12月1日/13日选送4名掷弹兵和2名射击兵前往圣彼得堡，选送人数总计为936人，这批精选人员随后就要分配给各个近卫步兵团。掷弹兵团从对应的步兵师接收人员，师里的每个团需要给“它们”的掷弹兵团选送6名掷弹兵和9名射击兵。这些团因此产生的人员缺口将由新兵补充。
[8]

 近卫军也可以直接从野战军中抽调兵员。以芬兰近卫团为例，该团在1813年7月26日/8月7日奉命从猎兵团中抽调300人：第4猎兵团提供80人，第20猎兵团提供100人，第23猎兵团提供40人，第24猎兵团提供20人，第26猎兵团提供60人。
[9]



在1812年的第1、第2西方军团中，标准的步兵师下辖4个步兵团和2个猎兵团。掷弹兵团则编成了2个掷弹兵师，每师下辖6个掷弹兵团（此外还有1个掷弹兵团留在高加索）。每个师都要配备1个炮兵旅。俄军在1810年创建了步兵军，每个军下辖2个步兵师（或1个步兵师、1个掷弹兵师）。每个步兵军会配备1个轻骑兵团——通常是骠骑兵团。

俄军在1812年3月共有6个近卫步兵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谢苗诺夫斯科耶、伊斯梅洛沃、立陶宛、芬兰和猎兵近卫步兵团）、1个近卫水兵营、13个掷弹兵团、96个步兵团、50个猎兵团和4个水兵团。
[10]

 此外还在1812年组建了13个步兵团（9个步兵团和4个猎兵团）。

1813年年初，禁卫掷弹兵团和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跻身近卫军之列（1813年5月，近卫步兵由1个师重编为2个师，每个师下辖4个团）。凯克斯霍尔姆步兵团和佩尔瑙步兵团则因此前战局中的出色表现更名为掷弹兵团。第1、第3、第8、第14、第26、第29猎兵团获得“掷弹猎兵”团称号。1814年4月，掷弹兵团整编为掷弹兵军，该军下辖3个师，每师由6个团（4个掷弹兵团和2个掷弹猎兵团）组成。
[11]





理论、条令、教令和训练



哈托夫在他的《战术通论》第一卷中认为三列横队是步兵最主要的战斗队形，他指出相邻营横队之间的横向间隔应当是18—20步。
[12]



哈托夫在探讨射击时基本上就是在复述吉贝尔。他认为第1列步兵不应当使用跪姿射击。
[13]

 步兵要么射击，要么行进，绝不能同时做到射击和行进，因为行进导致步兵无法有效射击，射击则导致步兵无法快速行进。在刺刀冲击中，距离敌军40步时打出一轮齐射相当有用，退却中的步兵也可以停下来朝着正在追击的敌军展开一轮齐射，以此阻击追兵。
[14]

 至于射击方式，他认为以排为单位的射击只有在步兵据守野战工事或对付非正规军时才有用，按列射击和全营齐射则要么用于对付骑兵，要么用在步兵据守筑垒阵地、敌军又发起坚决冲击的场合。他指出，在其他所有情况下，最有用的射击方式是自由射击或“会战射击”。
[15]



在讨论将纵队作为冲击队形时，哈托夫也重复了吉贝尔的观点：纵队主要应当用于强击敌方要塞或攻击路线有限的敌方防御阵地。
[16]

 他建议让各个排采用以伍为单位行进的方式编组成纵队，这一过程被称作“收拢”（свертыванием
 ）。哈托夫还主张使用中央排为基准的营纵队，因为它在纵队展开成横队、横队再收拢成纵队方面快于其他任何队形。
[17]



应当注意到，哈托夫主张使用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宽度为2个排的营纵队，这种纵队并未出现在吉贝尔的著作中，但与库图佐夫在1805年规定的纵队和法军1791年条令中的纵队非常相似，只是在编组方式上略有差异。哈托夫主张采用如下方式将拥有8个排的步兵营由横队收拢成纵队：2个中央排（第4、第5排）需要向前行进，同时其他各排以伍为单位向中央行进，而后跟随第4、第5排前进（见图42）。这样一种纵队将用于冲击、通过隘路（障碍物之间的狭窄通道）、让一条步兵战线穿过另一条战线，此外，如果指挥官事先知道将有足够大的空间让纵队向两侧展开成横队，那就得使用这种纵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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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营横队收拢成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的紧密纵队


哈托夫关于纵队用途的其他论述基本上就是在逐字逐句地重申吉贝尔的观点，他认为用密集纵队或紧密纵队发起冲击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指出这样的纵队即便在成功完成冲击后通常也会陷入全面混乱，因此它无法展开成横队并据守刚刚攻克的敌军阵地。
[19]

 即便如此，在某些场合还是得以紧密纵队发起冲击，但就算真的使用了紧密纵队，纵队前后各部分之间也要至少拉开3步距离。纵队士兵需要以快步投入冲击，距敌30步时转为跑步行进。
[20]

 全间距或半间距的疏开纵队用于步兵的敌前战地机动。前者可以让各排侧转90°，列成平行于行进方向的横队，后者可以让各排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列成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横队。
[21]



如果要把一个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展开成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横队，哈托夫建议先将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然后再将它展开成横队。位于后方的分营要以伍为单位向左或向右侧向行进，然后向前行进到与前方分营平齐为止。以分营为单位的紧密纵队能够以任一分营为基准展开成横队。
[22]

 哈托夫并不主张让纵队太过靠近敌军，这是因为纵队很难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展开。
[23]



哈托夫在《战术通论》第一卷中给出了营横队列成营方阵的诸多方法。
[24]

 其中一种与图11（第三章“骑兵对抗步兵”）所示相同。第二种与第一种类似，但第1、第8排需要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而非兜一个大圈子。第三种方法则是在行进中列成方阵：第4、第5排径直前行，第2、第3、第6、第7排以伍为单位行进，先是赶往中央方向，然后向前行进，第1、第8排同样先是以伍为单位向中央方向行进，但随后要以横队前进。第二、第三种方法后来被纳入新版训练条令，条令中的对应示意图见图43。如果要让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列成方阵，哈托夫同样建议它先重组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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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营横队变为营方阵

哈托夫在出版于1810年的《战术通论》第二卷中认为两条步兵战线的前后间距应当是200—300步。他建议将第一线的步兵营列成横队，第二线的步兵营列成纵队。
[26]

 同年，一位匿名作者在《军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将步兵编组成营纵队，但认为如果有必要冒着敌军炮火在同一位置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最好还是将步兵营展开成横队。
[27]



有人在180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最近训练改革的注解》（Примечания о последних переменах в учении
 ）的著作。书中描述了编组纵队的诸多方法，其中包括采用以伍为单位的行进将部队展开成横队或收拢成纵队。《注解》还描述了一种以伍为单位射击的新方法：在打出对应鼓声信号后，每个半排的右翼就要开始射击，其后各个伍一个接一个地依次射击，士兵在第一次射击完毕后就要尽快装填并继续射击，不再考虑任何次序。
①

 射击口令也得到了简化：“预备”从изготовься
 变为товсь
 ，“据枪”从прикладывайся
 变为кладсь
 ，“射击”从пали
 变为пли
 。
[28]



新条令的第一部分名为《新兵或士兵教练》（Школа рекрут и солдат
 ），它于1809年面世，1811年与名为《连训练》（Ротное учение
 ）的第二部分一并出版。从新条令的内容和形式中可以看出法军1791年条令的重大影响。

步兵营的编制仍然与此前一致。每个步兵营由4个连组成，并分成8个排。每个排会进一步分成2个半排，还要拆分成若干个班，一个班不应当超过6个伍，也不应当少于4个伍。掷弹兵排和第1火枪兵排组成第1分营，第2、第3火枪兵排组成第2分营，第4、第5火枪兵排组成第3分营，第6火枪兵排和射击兵排组成第4分营。

列间距离相当于半阿尔申（约0.36米），这是从前一列士兵后背到后一列士兵前胸的距离。最精干、最有能力的士兵要位于各个排、半排和班的侧翼。新兵则不应当位于第1列。
[29]



士兵应当在队列里肘挨肘地站立。
[30]

 新兵首先要接受单兵训练，起初学习站立，然后是以慢步和快步行进。
[31]

 步幅相当于1阿尔申（0.7115米），慢步是每分钟75步，快步是每分钟110步。
[32]



士兵不仅需要学习向前直行，还要学习使用两种方式斜向行进。根据第一种方式，士兵需要以略偏左或略偏右的方向前进。根据第二种方式，每名士兵都要向左或向右转动45°，直线前进一段距离后再转45°，以恢复原先的朝向。人们认为第二种方法是更快捷、更便利的斜向行进方法。
[33]



新兵之后需要接受操枪训练。
[34]

 当单兵训练取得足够进展后，他们就要编成小队，学习如何在密集队列中装填和射击。他们需要接受以伍为单位向前射击或朝左、朝右斜向射击（士兵原地转动大约45°）的训练。应当注意到，俄军条令并没有像法军条令一样包括第1列士兵以跪姿射击的内容。

按伍射击是新条令中的主要射击方式之一。它要求第1列和第2列人员以伍为单位从右翼开始依次完成第一次射击，然后第1列士兵就要尽快装填射击。每一名第2列人员在射击完毕后都要立即将自己的步枪传给站在他后面的第3列人员，并拿走第3列人员手上已经装填完毕的步枪，然后射击、装填、再射击，接下来再和第3列士兵交换步枪。第3列人员根本不用射击，他们只用负责装填第2列人员已经开过火的步枪，并将装填完毕的步枪送还。
[35]

 这种让第3列把步枪传给第2列的方式沿袭了法军的做法，可正如布托夫斯基所说，它时常会造成混乱。
[36]



完成射击训练后，新兵就要学习列队持枪行进，既要练习径直前进，也要练习使用两种方式斜向行进，他们要学会保持平齐、以排或班为单位转弯和以伍为单位行进。
[37]



完成这一训练后，新兵就要下连，各个连的训练要素仍与此前新兵训练相同：射击、行进、转向等等。士兵应当尽力训练装填步骤，达到每分钟至少能够射击3次的程度。
[38]

 每个连都要接受全连齐射、按列齐射、以排为单位齐射和按伍射击的训练。

发出预备射击的命令后，站在第1列的军官就要来到队列后方的如下位置：每一位分营指挥官都应当位于分营中央后方，也就是站在队列收拢人中的军士之后6步；每一位排指挥官都要位于排中央后方，也就是站在队列收拢人中的军士之后4步。原先站在第3列的军士也要调整位置：每个人都需要站在所属排（右起）第2伍之后，与队列收拢人中的军士保持平齐。
[39]



各个排或半排应当同时从右翼开始按伍射击。
[40]

 士兵需要学会在听到对应鼓声信号后停止射击。
[41]

 步兵连还要学习后转射击。要完成后转射击，就得让全连原地后转，作为队列收拢人的军官和军士转移到新的连横队后方，士兵则遵照上文给出的诸多射击方式开火（在按伍射击中，射击应当始于各个半排原先的左翼伍，原先横队中的第1列士兵则要完成第3列士兵的任务）。
[42]



此后，每个连都要学习使用以伍为单位的纵队行进，掌握由以伍为单位的纵队变为横队、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和以班为单位的纵队的方法。
[43]

 然后，连应当学习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横队，变换过程中或让各排分别转动展开成横队，或让各排在行进中改变方向并展开成横队。
[44]

 此后，连还要学习以班为单位完成上述队形变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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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811—1815年的连



1-上尉　　2-中尉　3-少尉　4-准尉　　5-上士　6-军士　8-列兵

列间距为半阿尔申（约0.36米）。

殿后军士应当位于第3列之后2步（约1.42米）处，一人位于右起第2伍之后，另一人位于左起第2伍之后，第三人位于前两人之间。

殿后军官距离殿后军士应当不超过2步。

在营里的右翼排（第1排或掷弹兵排）中，掷弹兵连上尉应当位于该排第1列右翼，掷弹兵连资历较浅的少尉应当位于全排后方，掷弹兵连上士应当位于右起第2伍之后。

在营里的左翼排（第8排或射击兵排）中，掷弹兵连中尉应当位于该排第1列左翼，同一伍中的第3列应当是一名军士，第1列右侧应当是掷弹兵连资历较深的少尉，左翼排后方没有军官。


纵队可以根据各个组成部分的前后距离分成三种：全间距纵队、半间距纵队和紧密纵队。在全间距纵队当中，纵队前后相邻部分的距离相当于一个排横队的宽度，而距离在这里的具体定义是前一部分前列人员和后一部分前列人员之间的距离。在半间距纵队中，前后距离相当于半个排横队的宽度，定义方式同前。在紧密纵队中，前一部分后列人员和后一部分前列人员之间的距离为3步。
[46]



在长途行军途中，步兵要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使用自由步法（每分钟85—90步）行进。
[47]

 士兵需要接受如下训练：在行军中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变为以伍、班、半排为单位的纵队，由上述纵队变回以排为单位的纵队，
[48]

 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面朝任意方向展开成横队。
[49]



步兵的瞄准射击训练得到了重点关注。库图佐夫认为瞄准射击训练是步兵训练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规定负责视察步兵团的人员应当检查士兵射击标靶的能力。
[50]

 第14猎兵团的军官奥特罗先科在回忆录中指出，当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马尔科夫将军前来视察时，该团士兵进行了瞄准射击考核。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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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营的中部（第4、第5排和掌旗队）



1-上尉　2-中尉　3-少尉　4-准尉　5-上士　　6-军士　7-掌旗士官生（旗手）　8-列兵

掌旗队下辖2名掌旗士官生和4名军士。除去营方阵外，不论营列成何种队形，掌旗队都应当位于第5排右翼。


可以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军事文献中找到关于瞄准射击训练的诸多建议。哈托夫在出版于1807年的《战术通论》第一卷中建议部队使用高6尺（1.83米，相当于步兵的身高）且均分为3个部分的木板作为标靶。他写道，在距离标靶150—180步时，士兵如果想要命中上部，就得瞄准中部，如果要想命中中部，就得瞄准下部；距离标靶300步时，如果要命中中部，就应当瞄准下部与中部的界限，如果要命中上部，就应当瞄准中部与上部的界限；距离标靶超过300步时，应当瞄准上部以命中中部，瞄准中部以命中下部。

然而，在讨论交战中的步兵火力时，他指出士兵应当在距敌150—200步时瞄准膝盖，距敌300步时瞄准身体中部，距敌400步时瞄准军帽。书中的步幅介于2/3阿尔申和3/4阿尔申之间（0.47—0.53米），所以距离分别是70.5—106米、141—159米和188—212米。书中还表示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至多为250步，而且第一次射击是最有效的。
[52]



炮兵委员会在1809年刊行了一本名为《士兵步枪简介》（Краткое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о солдатском ружье）
 的小书。书中包括了与拆卸、清理、维修步枪以及制作弹药相关的教令，还包括了子弹弹道基本信息、瞄准规则和瞄准射击训练相关的教令。它指出，不论敌人有多远都始终瞄准腰部射击的做法大错特错。
[53]

 该书认为朝120沙绳（约256米）以外的目标射击是浪费弹药，距离敌军不超过70沙绳（约150米）时的射击则最具威力。
[54]

 上述距离很可能源自法军的火器养护教令，它认为步兵射击距离为70法寻（约136米）时极具威力，射击距离超过120法寻（约234米）时效果甚微，完全可以说是浪费宝贵的弹药补给。
[55]

 如你所见，俄军教令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抄袭法军教令，只是将“法寻”换成了“沙绳”而已（1法寻折合1.949米，1沙绳折合2.134米）。

至于射击标靶，该书同样主张使用高6尺的木板作为标靶，并将它分成涂有不同颜色的三等份。根据该书规定，士兵在距离标靶50—100沙绳（106.7米—213.4米）时应当瞄准木靶中部中心位置，距离150沙绳（320米）时应当瞄准上部顶部位置，而且在射击时永远不应当瞄准膝盖以下部位。书中还建议利用木板制作假人，并把假人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使其高于或低于正在开火的士兵。

《士兵步枪简介》里还提供了与不同距离上的能见度相关的若干信息：距敌2000步时能够看到敌军集群，距敌1500步时可以分辨骑兵和步兵，距敌1000步时能够分辨头部和躯干，距敌600步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距敌300—400步时可以分辨袖口和衣领的颜色，距敌70—100步时敌军的眼睛就如同小点一般。此类信息之前已经出现在法国文献当中，直到19世纪中叶，上述说法都曾在稍作修订后出现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军事著述里。书中建议在距敌70—100步时瞄准腰部，距敌300—400步时瞄准头部。如果有必要朝400步以外的目标射击，就应当瞄准敌军头顶上2—3尺高的地方。
[56]

 《简介》并未特别规定步的长度，但他们的步可能会比哈托夫书中的步长一些，也就是采用了官方规定的1阿尔申（0.71米），所以70—100步和300—400步的对应公制长度分别是50—71米和213—284米。

《军事期刊》于1810年刊发了一篇文章，其匿名作者主张在距敌100—150步时瞄准腰部射击，距敌150—200步时瞄准胸部，距敌400步时瞄准头部上方。不过，他在提到最后一个距离时告诫读者：这么远的火力没什么效果。文章作者还补充说士兵永远不应当瞄准腰部以下位置。
[57]

 从同年刊登在《军事期刊》上的另外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经验丰富的军官对射程更为多疑。他们认为只有精选射手才能在距敌300步或100沙绳（213米）时开火，而普通士兵——哪怕是猎兵———只应在距敌不超过180步或40—60沙绳（85—128米）时开火。
[58]



1811年步兵条令中也有瞄准射击训练相关规定。它要求每个营应当弄到几块高2.75阿尔申（1.95米）、宽1阿尔申（0.71米）的木板，将它涂黑并涂上两道宽4维尔肖克（0.178米）的白色横条，一条位于木板中部，一条位于木板顶部。士兵应当接受朝这些木板开火的训练，先是在距离木板40沙绳（85.4米）处射击，然后在距离80沙绳（170.7米）处瞄准下方白条射击，最后在距离120沙绳（256米）处瞄准上方白条射击。木板后方应当设有土堆，以便从中找到铅弹重复使用。这些木板不仅可以放在平地上，有时也可以放在高于或低于射击者的斜坡上。每个连都应当建立最佳射手名单。
[59]



上述要求源自法军的1791年条令，它规定要设立5.5尺（1.79米）高、21寸（0.57米）宽的标靶，并在标靶中部和最上方画出两条3寸（0.08米）宽的亮色条纹。士兵应当首先练习在距离标靶50法寻（97.45米）处开火，然后是100法寻（194.9米）处瞄准下方条纹开火，最终是150法寻（292.35米）处瞄准上方条纹开火。
[60]

 如你所见，法军的标靶要比俄军的小一些，射击距离也要长一些。不过，法军条令的要求似乎多少有些夸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文引述过法军后来颁布的一份教令，它将射击距离超过120法寻或234米称作浪费宝贵的补给。

应当注意到，俄军在这一时期用于射击训练的铅仍然相当有限：根据1808年2月16日/28日的法令，所有近卫团和常规团（掷弹兵团、火枪兵团和猎兵团都一样）应当按照前两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5发铅弹，第3列士兵每人每年消耗8发铅弹的比例领取铅。用于射击训练的火药则定为每人每年2.5磅。
[61]



巴克莱·德·托利在1810年成为陆军大臣，其后于1810—1811年颁布了与瞄准射击训练相关的多份命令。他指出，瞄准射击训练是士兵训练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在许多团里，士兵并没有接受瞄准射击训练。他要求负责训练士兵瞄准射击的军官必须是好射手。军官应当让士兵以小队为单位接受训练，同时训练的人数不得超过10人，军官要让每一名士兵学会观察子弹如何偏离预定目标，进而学会调整瞄准方位。他还建议让士兵在上刺刀且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接受射击训练。
[62]

 库图佐夫在他的命令中时常提及瞄准射击训练，而且他还反复告知下属这一训练的重要性。
[63]



然而，这些命令可能收效甚微，我们可以从巴克莱·德·托利于1812年5月11日/23日发给第1西方军团的一份命令中看出这一点：

……军团司令建议各位指挥官注意［确保士兵］仔细瞄准、不要匆忙开火。在反复重申这一点后，本来应该看到部队在这个重要训练科目上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还是可以看到有的团里的士兵训练不够充分。这种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士兵］同时集体扣动扳机，而是为了让［士兵］准确、耐心地瞄准目标，不至于将子弹打上天。遵循这一准则极为必要且极为重要，那些未能遵循准则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64]



可以从这份命令中看出许多军官仍在沿用旧式训练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训练士兵展开齐射，并不关注士兵是否瞄准射击。射击训练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用于训练的铅弹数量太少，平均下来每人每年仅有6发铅弹，
[65]

 有时甚至会更少。以莫斯科步兵团为例，该团团长在1812年年初下令每人每年分配3发铅弹用于射击训练。
[66]

 俄军在1810年规定不应当将供训练使用的火药和铅弹分发给参战的团：这可能是认为它们已经进行过足够多的射击训练了。
[67]



为了克服铅弹短缺的困难，俄军采取了诸多手段。前文提到过数篇于1810年发表在《军事期刊》上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主张使用陶土子弹训练士兵朝距离40—60步的目标射击，等到朝距离150—200步的目标射击时再换成铅弹。他还建议在标靶后方立起一个小沙堆，用它挡住子弹，认为铅弹可以前后融化重铸十次之多。
[68]

 彼得罗夫（1812年的第1猎兵团第1营营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新兵在塔鲁季诺营地里接受射击训练时使用的是陶土子弹。
[69]



新版步兵条令的最后一部分名为《营训练》（Батальонное учение
 ），它要到1816年才面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马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аевский
 ）在1813年晋升为上校并被任命为第13猎兵团团主，他断言：“我不知道什么营训练，当时也没人知道。”
[70]

 马耶夫斯基的确有可能不了解队形，因为他在负责指挥一个团之前并非作战军官。无论如何，这里应当将马耶夫斯基的话理解成他不知道在1816年以《营训练》形式出现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军步兵营在1812—1813年并未使用新队形。

《营训练》中描述的某些营队形早已出现在1812—1814年的命令和战报当中，比如说“冲击纵队”“反骑兵方阵”（каре против кавалерии
 ）等等。鉴于此前的文献中并未提及此类术语，它们应当是新队形，而且早在《营训练》面世前就已得到了运用。部队可能是根据教令接受了新队形和新队形变换方法的训练，也可能是在已经熟悉了新方法的军官指导下展开训练。

《营训练》中描述的“营冲击纵队”基本上与库图佐夫于1805年规定的以两个中央排为基准的营纵队相同。这两种队形的编组方式是一样的。不过条令明确规定营冲击纵队中前后相邻两部分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半个排横队的正面宽度（见图46）。
[71]

 这里应当注意到，1816年的每个营里只保留了1面军旗，掌旗队的第2列人员被转入第3列，原第2列留空。

[image: Figure-0469-0051]


图46.营横队收拢成冲击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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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变为冲击纵队




冲击纵队在展开成横队时需要让各个排以伍为单位沿着平行于正面的方向行进，抵达预定位置后再转而向前行进，直到与中央排齐平为止。
[72]

 俄军条令里的这种冲击纵队显然抄袭了法军1791年条令中的冲击纵队（colonne d’attaque）。此外，《营训练》中还给出了让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和冲击纵队不经横队过渡就直接相互转化的方法，
[73]

 这一点与法军条令有所不同，因为后者中并无对应做法。

《营训练》也描述了两种正面宽度为2个排的紧密营纵队：“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和冲击纵队一样以中央排为基准）
[74]

 和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各个分营前后相继）
[75]

 。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用任何一种以分营为单位的半（排）间距纵队取代冲击纵队。
[76]



[image: Figure-0470-0053]


图48. 密集纵队以中央为基准展开成横队

《营训练》中规定了两种单营方阵——简易方阵和“反骑兵方阵”，这也与法军条令有所不同。简易方阵与图43所示方阵相同。它可以由横队以中央排或第2、第3分营为基准列成，也可以由冲击纵队或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列成。
[77]

 不论方阵种类如何，掌旗队都要位于方阵正面之后，第4、第5排在掌旗队离开后也要收紧队形。
[78]



[image: c1]

图49.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列成反骑兵方阵




如图49所示的“反骑兵方阵”可以由横队、冲击纵队或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列成，在这种方阵中，位于侧面的每个排都要拆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半排，这样，方阵侧面的厚度就加倍了。
[79]

 冲击纵队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列成该方阵，该方阵也可以让第3、第4、第5、第6排以半排为单位旋转90°，从而迅速变为冲击纵队，从这个角度来说，冲击纵队摆出“反骑兵方阵”要比摆出简易方阵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考虑到步兵在战场上通常会列成这类纵队，“反骑兵方阵”或许就是专门为冲击纵队设计的最快列阵方式。然而，正如俄国军事理论家梅杰姆在19世纪30年代所说，与“反骑兵方阵”相比，敌军炮兵的实心弹和榴弹火力对简易方阵的影响相对较小。
[80]



《营训练》中并未规定所谓的实心方阵：步兵营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前后分营相隔仅1步，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士此时转移到侧翼，以此填补各个分营间的空隙。在拿破仑战争中，实心方阵在某些军队中颇为盛行，甚至被载入条令。
[81]

 俄军的某些军官也偏爱实心方阵，其中以奥库涅夫为甚，他是拿破仑战争的亲历者，后来成了知名军事理论家，此人用法文写作，著作也以法文版本发行。
[82]



在结束《营训练》的相关讨论时，还应当提到一点：它要求所有队形变换都以快步（每分钟110步）完成。
[83]

 战斗中的俄军步兵会在刺刀冲击的最终阶段使用快步，也会在有必要快速前进、夺占某一阵地时使用它。不过，步兵通常还是以慢步（每分钟75步）行进。

在1812年战局之初，俄军中广泛流传着一份名为《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Наставление господам пехотным офицерам в день сражения
 ，即前文提及的《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的有趣文件。
[84]

 它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将军于1810年为纳尔瓦步兵团军官撰写的教令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85]

 由于这些教令与队形、战术关系更大，教令中给出的诸多建议将会在下一节中加以探讨。



战场上的横队与纵队



在1812年战局中，俄军步兵往往会将横队与营纵队以多种方式结合起来——战局第一阶段尤其如此。展开队形或横队主要用于步兵需要在开阔地上长时间处于防御第一线或指挥官计划以猛烈火力迎击敌军的情况。比如说，在奥斯特罗夫诺（Островно
 ）后卫战（1812年7月13日/25日）中，第一线的步兵营（来自第11步兵师下属各团）就列成了横队。
[86]



时年17岁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戈利岑（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ич Голицын
 ）在1812年身处第2军团总部，他如此描述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争夺战中双方步兵横队的持续交火：

我在这里亲历了双方残酷手段带来的极端恐怖，在后来的整场战局中，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俄军和法军的参战步兵营延展成横队，交战双方之间只隔着一条陡峭而狭窄的冲沟，这让他们无法动用冷兵器，只能相互迫近到极近距离上发起急促射击，这场致命的交火一直持续到死亡席卷双方队列为止。到了晚上，这景象变得更为惊人，黑夜里闪动的枪火就像是闪电一般，起初非常密集，然后越来越稀疏，最终一切都由于缺乏战士而归于死寂。
[87]



有一条小溪从多面堡所在的高地一路向北绕过舍瓦尔季诺村汇入科洛恰河，它的溪谷很可能是戈利岑提到的“冲沟”。至于舍瓦尔季诺战斗中的步兵战况，这里还应当提到另外两个小插曲。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戈尔恰科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Горчаков
 ）将军指挥俄军参与了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争夺战，他在写给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描述了战况，前文里的戈利岑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当天夜间，天已经全黑，他听到了敌军部队在机动中发出的嘈杂声，这支敌军被派往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间，想要从后方包抄多面堡里的俄军。戈尔恰科夫手头的预备队只有敖德萨步兵团的一个营〔隶属于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涅韦罗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Неверовский
 ）将军的第27步兵师〕，而且这个营只剩下不到250人。戈尔恰科夫命令该营向前推进，但不要开火，只用敲响战鼓并高呼“乌拉”。与此同时，他还命令位于后方的第2胸甲骑兵师以快步赶赴战场。按照戈尔恰科夫的说法，鼓声和呼啸声让法军大吃一惊，他们看不清黑夜里的俄军，不知道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了过来，于是停下了脚步。此举给俄军争取了时间，让胸甲骑兵得以抵达一线对敌军发起冲击，不仅将其击溃，还缴获了5门火炮。
[88]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杜申克维奇（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шенкевич
 ）在1812年仅有15岁，他当时是辛比尔斯克步兵团（同样隶属于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步兵师）里的一名少尉，杜申克维奇讲述了另一个有趣事件。按照他的说法，该团从下午2时许一直战斗到夜间，最终被迫撤退，放弃了多面堡，此后，战况平静了一段时间，可到了晚上10时，他们又接到了夺回多面堡的命令。杜申克维奇声称他们取得了成功。很快，借着将要燃尽的柴垛发出的火光，他们注意到一支法军步兵纵队正朝右侧推进。杜申克维奇写道：

涅韦罗夫斯基让他的团转向右侧，立刻完成列队，然后命令辛比尔斯克［团］打开药池，倒出火药，不发一枪、不出一声地端起刺刀冲向那个纵队。我们团在一片死寂中迫近了它，同时在纵队侧翼发起了猛烈冲击，展开了残酷的杀戮。法军放弃了他们的事业，极度混乱地跑了回去，我们和他们混杂在一起，刺死了许多人，也发起了追击，缴获了1辆装有医疗补给的大车、1辆载有白面包干的大车和2门火炮，随后继续追歼。我们团从下午3时起就激战不断，此时已经相当疲倦，就以高声呐喊帮助骑兵。军事修会胸甲骑兵团当时正沿着我们的足迹行进，我们继续如此行事，对胸甲骑兵纵队发出的嘈杂声和轰隆声充耳不闻，直到上级的声音传过来为止：“小伙子们，这是骑兵的地盘，让开，让开！”给骑兵让路后，我们停了下来，战斗也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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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杜申克维奇的记载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由于士兵擅自开火会让法军对俄军来袭有所防备，也可能导致俄军的冲击陷入停滞，涅韦罗夫斯基将军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就命令辛比尔斯克团的士兵从药池里倒出火药。按照杜申克维奇的说法，在当天的战斗中，旅长克尼亚日宁（Княжнин
 ）上校、辛比尔斯克团团主洛沙卡列夫（Лошкарев
 ）以及团里的所有校官悉数负伤，尉官中也仅有3人未受伤。杜申克维奇同样受了伤，他被转送到莫斯科，并未参与博罗季诺会战。涅韦罗夫斯基在战报中表示他的师在舍瓦尔季诺损失了大约一半士兵以及包括旅长在内的几乎所有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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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步兵在战场上列成横队的议题，这里应当考虑到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横队运用战例。伊万·彼得罗维奇·利普兰季在1812年是第6步兵军里的一名高级军需官（参谋），他指出这个军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初摆出了两条战线，第一线的步兵营成横队，第二线的步兵营成营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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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耶夫斯基将军的第7步兵军位于后来将冠以他姓氏的炮垒附近，此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巴格拉季翁将第7军的第二线部队全部带走后：

……看到我那缺乏支援的第一线无法用展开队形抵御敌军，于是我将它收拢成纵队，但并没有把它带出冲沟，其目的在于运用反冲击更有效地保护多面堡。部队分布情况如下所述：瓦西里奇科夫将军指挥第12师的4个营位于左翼，帕斯克维奇将军指挥第26师的4个营位于右翼，一旦敌军对多面堡发起强击，几个营就要从两翼冲上去痛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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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耶夫斯基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将第一线步兵营由展开队形收拢成纵队，也就是说，它们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初列成的是横队。

符腾堡的欧根亲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他麾下的第4步兵师（隶属于巴格胡夫武特将军的第2军）正从俄军右翼向左转移时，巴克莱·德·托利突然下达命令，要求他率部赶赴拉耶夫斯基炮垒，根据欧根的说法，他率领该师以下列队形参战：第2旅（克列缅丘格、明斯克步兵团）位于第一线，下属各营先是列成横队，随后重新列成疏开的营纵队或冲击纵队〔欧根对此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列成全间距的营纵队（Battalions-Colonnen auf Distancen），另一个是列成营冲击纵队（Battalions-Colonnen zur Attaque）〕，第1旅（沃伦、托博尔斯克步兵团）位于第二线，下属各营均列成密集纵队（欧根使用了法文术语en masse，这在法军条令中指的是一种以连为单位的营密集纵队，而且各连的前后间距要缩减到最低限度——从前一个连的最后一列到后一个连的第1列仅有1步，
[93]

 但这个术语在法国军事文献中也可以指任何一种紧密纵队）。

后来，巴克莱又命令符腾堡的欧根率部转移到拉耶夫斯基炮垒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间，驱逐在那里的法军。欧根写道，他随后对该师队形进行了调整：第1旅来到第一线，其中的沃伦团展开成横队，托博尔斯克团下属两个营列成密集纵队（欧根使用了德文术语in Masse，这相当于法文的en masse），分别部署在沃伦团两翼，以便保护沃伦团，抵御出现在附近区域的敌军骑兵。第2旅以纵队队形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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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战中的这个关键时刻，事实证明，第4步兵师成了拉耶夫斯基炮垒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间的唯一一支俄军部队，此时，前者刚刚被俄军夺回，后者却已被敌军牢牢掌握。

由于地形所限，步兵在一些无法使用纵队的场合会列成横队。帕斯克维奇将军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战例：巴格拉季翁决心在莫吉廖夫（Могилев
 ）附近攻击法军，他认为那里只有6000名法军，就把第7步兵军派了过去。1812年7月10日/22日，第7步兵军军长拉耶夫斯基将军在萨尔塔诺夫卡（Салтановк
 ）命令帕斯克维奇率部攻击法军右翼。帕斯克维奇率领自己的步兵师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过一片密林，他的步兵也只能以三路纵队行进。帕斯克维奇的散兵将法军散兵逐出密林，随后在树林边缘停顿下来。

当帕斯克维奇抵达密林边缘后，他看到法军散兵占据了距离他不超过50沙绳（约100米）的一座小土丘，散兵后方还有两个步兵纵队。土丘之后有一条小河和一座小村庄。他写道，由于树林太过稠密，他的步兵无法编组成纵队。他先是率领两个营（奥廖尔步兵团的一个营和下诺夫哥罗德步兵团的一个营）以班为单位向右行进，然后展开成横队。当这两个营完成展开后，他就下令发起刺刀冲击，将法军撵过河，夺占村庄并加以据守，接下来等待他的后续命令。他们立刻击退了法军并展开追击。帕斯克维奇利用这一机会让炮兵和其余的步兵离开树林。他在土丘上部署了12门火炮，派出波尔塔瓦步兵团跟随前两个营。

帕斯克维奇表示他直到这时才能准确估算出敌军兵力。法军步兵以纵队队形摆开两条战线，骑兵则位于战线后方。帕斯克维奇派出6门火炮增援自己的炮群，将拉多加步兵团部署到左翼。他随后骑行到右翼，发现自己的炮兵即将因为法军散兵的猛烈火力而放弃阵地，波尔塔瓦团也在退却。他命令所有在场人员都停下来坚守阵地，然后继续朝右行进，在那里突然看到法军的两个营从俄军阵地背后的树林里杀出。帕斯克维奇表示法军离他只有30步远。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两个原先奉命攻占并据守村庄的营并没有在村里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就在他们开始离开村庄的时候，法军隐藏在麦田里的4个步兵营突然在距离他们仅有30沙绳远的地方冒了出来，不仅打出一轮齐射，而且发起了刺刀冲击。根据帕斯克维奇的说法，随后爆发了一场肉搏战。奥廖尔团的军旗尽管几度易手，但最终还是得以保全。俄军的这两个营被撵回树林，损失了许多士兵，而且法军还出动两个营展开追击——那正是帕斯克维奇遭遇的两个营。帕斯克维奇出动波尔塔瓦团和4门火炮将上述法军击退，稳定了战况。然而，帕斯克维奇手中的兵力显然不够继续维持攻势，他于是向上级求援。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交战双方并未积极行动，仅仅停留在交火层面。

与此同时，拉耶夫斯基将军尝试夺占萨尔塔诺夫卡村，村庄周围的树林十分繁茂，俄军只能沿着暴露在法军炮兵纵射火力下的道路发起攻击。法军已经做好了据守萨尔塔诺夫卡的准备，村前的小河遮蔽着村庄，河上唯一的桥梁也设置了路障。第12步兵师极为英勇地发起攻击，拉耶夫斯基亲自率部进攻，但还是无功而返，他损失了许多部队，只能派出第41猎兵团的一个营增援帕斯克维奇。当这个营抵达时，帕斯克维奇正打算包抄敌军，但他很快就收到了撤退的命令，并得知第12步兵师已经开始后撤。帕斯克维奇认为，在如此接近敌军的情况下，让部队穿过树林退却实在太过危险，便命令下属部队继续坚守阵地。他随后骑行赶赴第12步兵师，希望能请求巴格拉季翁坚守到入夜为止。

帕斯克维奇发现第12师正在全面撤退，他既没遇见巴格拉季翁，也没碰上拉耶夫斯基，但还是设法说服伊拉里翁·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奇科夫（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将军拦下部队，坚守到他率领第26步兵师前来会合为止。帕斯克维奇表示，如果第12步兵师继续撤退，那么为了挽救自己的部队，他就不得不扔下所有火炮。瓦西里奇科夫表示赞同。

帕斯克维奇回到了自己的师里。他命令拉多加步兵团和波尔塔瓦步兵团撤到树林边缘继续坚守阵地，其余步兵则穿过树林后撤，离开树林后与伊久姆骠骑兵团一道据守树林后方的一处阵地，还把师属火炮集结到一起增强火力。占据新阵地的步骑兵发出信号后，帕斯克维奇立刻命令炮兵以两门火炮为一组，从一翼开始依次后退。两门火炮架设在树林边缘，余下的火炮则以快步穿过树林后撤。散兵则接到了如下命令：当最后两门火炮撤离阵地后，散兵也要迅速退到林地边缘，坚守火炮阵地两侧。帕斯克维奇写道，他要求部队做到的一切都得到了执行。法军在看到俄军撤退后便冲了过来，但还是遇上了两门火炮的霰弹炮火和两个团的步枪火力。法军停下了脚步，俄军得以安全地撤离树林，而且保住了所有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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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的团有时候会采用营纵队和营横队相结合的队形，以便发扬横队的火力和纵队的机动力。在1812年担任第1猎兵团1营少校营长的彼得罗夫写道，他的团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被派去救援近卫猎兵团，法军将后者逐出了博罗季诺村，迫使它通过科洛恰（Колоча
 ）河上的两道桥梁后撤。近卫猎兵团遭到了法军的猛烈追击，这导致该团未能毁掉河上的桥梁，法军步兵利用这一机会开始过河。第1猎兵团奉命发起攻击，准备将法军撵回河对岸。第1猎兵团团长莫伊谢伊·伊万诺维奇·卡尔彭科（Мои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арпенко
 ）上校带着他的两位营长彼得罗夫和西比尔采夫（Сибирцев
 ）一道赶赴前线，观察地形,确定法军所处位置。距离桥梁不远的一处狭长小丘（或如彼得罗夫所说“土岗”）将他们和敌军隔开。彼得罗夫写道：

近卫猎兵团在收到一声信号后集结成纵队，从科洛恰河赶往第5军后方。卡尔彭科上校随后将我的第1营由纵队展开成横队，把西比尔采夫少校的第3营在距离我营后列15步远的地方列成以中央为基准的冲击纵队。这座土岗——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狭长的土垄——从路边一直向左延伸到斯托涅茨［Стонец，彼得罗夫原文误作Стонц］溪注入［科洛恰河］的地方，它的最高点和上游桥梁右端的距离只相当于手枪射程，和敌军刚刚走过的下游浮桥间的距离则相当于步枪射程。我的营已经装填完毕，卡尔彭科上校率领它飞快地跑上土岗，对准敌军打出一轮准确的全线齐射，之后，当齐射带来的烟雾依然萦绕着敌军面庞时，当我营的齐射弄得敌人军心动摇、不知所措，进而陷入混乱时，我们的猎兵跟着子弹冲向敌军，发起了刺刀冲击。虽然近卫猎兵未能［在撤过科洛恰河后］毁掉身后的桥梁，但他们抽掉了依靠桥桩耸立在河上的上游桥梁中段的大约10块桥板，我们把法军撵进了桥上的豁口，让他们栽进泥泞的河里。与此同时，西比尔斯基少校的我团3营向右直角转弯，从我营后方冲向距离上游桥梁40步远的下游浮桥，该营官兵也在先头分营打出一轮齐射后端起三棱［刺刀］冲击，这样，我们就歼灭了［过了河的］所有敌军——他们的将领、校官和尉官都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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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彭科上校也对此战有所记录，大体上与彼得罗夫所述相符，不过在细节上略有差异：

……我率领我团的3个纵队展开成一个横队，命令所有人都伏在地上，以此表明我部无意冲击。法军认为我部毫无抵抗之力，就敲响战鼓冲向桥梁，迅速开始过河。当第一个纵队的先头部队走到我们这边后，我打出了一阵猛烈的步枪火力，随后毫不迟疑地发起刺刀冲击，丝毫没有给他们留出收拢队列的时间。几乎所有敌军都当场倒地，战死的人当中也包括一名将军，他身上的肩章被立刻摘下，送到巴克莱·德·托利那里。如此迅猛的冲击让法军无法恢复秩序，甚至根本就出乎法军意料，他们背朝着我们［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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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彭科的故事里有一处令人费解的细节：他的团仅有2个营，为何会列成3个纵队？彼得罗夫和卡尔彭科提到的敌军将领可能是法军旅长路易-奥古斯特·马尔尚·德·普洛佐纳（Louis-August Marchand de Plauzonne），他的旅（该旅隶属于第4军第13步兵师）下辖有第106战列步兵团。拿破仑军中有好几位军官提到了普洛佐纳在进攻中战死。第4军总部里的欧仁·拉博姆（Eugène Labaume）上尉表示普洛佐纳在试图拦阻第106团时被一颗子弹命中，这个团尽管接到了坚守博罗季诺村、不要过河的命令，却还是过了桥，且被俄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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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是成功运用刺刀冲击的有趣例证。冲击时机选得很好：只有一小部分敌军士兵过了河，而且尚未列成战斗队形。俄军猎兵在极近距离上出现则可以被视为完全出乎敌军预料，步枪齐射也导致法军彻底陷入混乱，而且齐射刚结束，猎兵就发动了刺刀冲击。从卡尔彭科和彼得罗夫的话里可以判断出敌军被立刻击溃，但由于法军需要通过桥梁——其中一座桥已经损坏——退却，士兵就被束缚在河岸和桥梁之间，那些没能逃脱的人被杀戮殆尽。

然后，彼得罗夫表示他们团打到河对岸攻入博罗季诺村，接下来又接到放弃村庄、退回科洛恰河左岸并毁掉河上桥梁的命令，猎兵们在敌军猛烈的枪炮火力下完成了这一任务。彼得罗夫提到，上述战斗结束后，该团在一段时间内脱离战斗，对“战线计数”（расчет фрунта
 ）进行了修订：他可能是说每个营都重新调整了各个排的人数，以便保持各排下辖的伍数目相当，因为“计数”（расчет
 ）和“报数”（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在条令中含义相同。

符腾堡的欧根指出步兵横队的会战射击火力非常强劲，但只有在防御中、在地形有利于步兵射击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出来。他同时给出了解释：以横队执行任何机动都会遇到麻烦，而营纵队不仅本身便于机动，而且纵队之间宽阔的横向间隔也可以让火炮在纵队之间自由机动。结果，1812—1814年的俄军步兵通常会列成以散兵为先导的营纵队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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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这一时期，也存在步兵以展开后的横队投入战斗的诸多战例。侍从将军尼古拉·马尔捷米亚诺维奇·西皮亚金（Николай Мартемьянович Сипягин
 ）提到过俄军从吕岑退往包岑途中的一场后卫战（发生于1813年5月3日/15日），按照他的解释，步兵在攻击时最好列成纵队，但经验表明，为了减轻伤亡，当部队有必要通过开阔地退却时，最好将步兵列成横队，但预备队（亦即位于第二线的营）仍然必须列成纵队。根据西皮亚金的说法，他在包岑附近的开阔地上退却时使用了这一队形。当法军迫近后，第一线的步兵营由横队收拢成纵队，穿过第二线步兵营的横向间隔后退，第二线各营则应当稍稍前进以阻挡法军。此外还在每个村庄中都留有散兵迟滞法军推进。西皮亚金认为，在后卫战中，如果敌军发起冲击，就有必要立刻展开反冲击：频繁机动必定会导致敌方先头部队的队形存在缺陷，所以，一场突然降临的反击就可以使敌军彻底陷入混乱并将他们远远撵开。俄军在那场后卫战中就做到了这一点。
[100]



乔治·卡思卡特（George Cathcart）曾担任其父——英国驻俄大使威廉·卡思卡特的副官，也是1813年英军派驻联军的代表，他描述了包岑会战（1813年5月9日/21日）中帕夫洛夫斯克近卫团以横队（展开队形）在联军左翼发起的一次冲击，不过那里的地形并不适于横队作战：

他们列成横队，以冲锋步法（à pas de charge）通过凹凸不平的地带和修剪过的树林，以地形所能允许的限度尽可能地维持战线和队形，以足够紧密、足够良好的队形抵达战场，这让他们能够驱逐面前的一切，给敌人造成可观的损失。
[101]



卡思卡特使用的法军术语“冲锋步法”为每分钟120步，而俄国的快步是每分钟110步。时为基辅掷弹兵团上校团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皮萨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исарев
 ）也提到了这一幕，他在呈递给梅克伦堡的卡尔〔Карл Мекленбургский
 ，德文全名为卡尔·奥古斯特·克里斯蒂安·楚·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Karl August Christian，Herzog zu Mecklenburg-Schwerin）〕中将的战报中写道：

帕伦中将已经派［我］带着基辅掷弹兵团来到戈尔恰科夫公爵中将麾下，抵达指定地点后，［我］被派去攻占坐落在包岑城右侧山下的一座村庄，让该团动用散兵进占、据守这个村庄。随后，当敌军开始全线推进时，当散兵将敌军逐出灌木丛，使其退往山地后，我奉命率领该团追击敌军，肃清主高地，敌军给高地守军加强了几个纵队，不让我军在上面架设炮群。我自己的团不仅抽调了散兵，还把两个分营派给利萨涅维奇［Лисаневич
 ］少将，因而只剩下不到75人［原文如此]，我率领该团和另一个团（帕夫洛夫斯克近卫团）端起刺刀猛冲，将整群敌军追到山脚下。随后，我的散兵一路追击，几乎打到了包岑城下。
[102]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Норов
 ）是近卫猎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指出正是在这场包岑会战中，俄军于下午4时许从中央阵地的预备队中抽出佩尔瑙步兵团、凯克斯霍尔姆步兵团、近卫猎兵团和近卫水兵营（一共仅有8个营）赶赴利滕（Litten）村解救正在退却的普鲁士军队。俄军使用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前后相继地行进。诺罗夫写道，叶尔莫洛夫告知猎兵团团长卡尔·伊万诺维奇·比斯特拉姆〔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Бистром
 ，德文名为卡尔·海因里希 ·格奥尔格·冯·比斯特拉姆（Carl Heinrich George von Bistram）〕将军：

当你的第1营抵达着火的村庄时，你就要让它停下，同时派出散兵前进，让散兵在尼卢斯的炮群和普军之间列成散开队形；我在这时会让纵队先头部队前进到与你的营平齐，我们会在你第1营第1连的左侧展开［成横队］。小伙儿们，持枪跑步前进！

诺罗夫补充道：

我们在这里头一回列成横队，这样，从三个方向打来的敌军炮火就不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了。
[103]



尽管横队得到了频繁运用，但营纵队的使用频率至少与横队相当，甚至有可能还要更高一些。从上文引用的某些战例以及其他命令、战报、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步兵在战场上列成营纵队时，这些纵队通常是“以中央为基准的纵队”或“冲击纵队”。
[104]

 当步兵位于敌军炮兵有效射程之外时，步兵营一般会列成各排前后相继的纵队，这在当时通常被称作“以排为单位的纵队”。
[105]



在过去的文献中，时常会出现与营纵队相关的错误信息。比如说，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帕夫洛维奇·波格丹诺夫（Леонид Павл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
 ）就写过这么一段话：

库图佐夫在会战前签发给第1、第2西方军团的作战计划并没有特地提及步兵使用的营纵队队形。它只是说：“在攻势机动过程中应当列成冲击纵队……”不过，我们可以从参战者提到的队形个例中得出结论：步兵营在博罗季诺列成了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
[106]



虽然波格丹诺夫本人摘引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到了“冲击纵队”，
[107]

 可他还是表示库图佐夫签发的计划里“并没有特地提及步兵使用的营纵队队形”，其原因只能是波格丹诺夫完全不熟悉这一时期的队形术语，对于一位专注于研究19世纪初俄国陆军历史的历史学博士而言，这个事实的确颇为奇怪。除了作战计划之外，还有几份博罗季诺战报和几位参战者的回忆录提到过“冲击纵队”，上文引用过的彼得罗夫回忆录讲得尤为明确。
[108]



不幸的是，波格丹诺夫并未摘引任何“个例”，也没有给出与参战者信息相关的任何参考文献，所以笔者依然不清楚他根据什么资料得出俄军步兵在博罗季诺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的结论。波格丹诺夫为了巩固这一结论还引用了一本出版于1837年的战术教科书，该书由俄国军事理论家梅杰姆编纂。然而，就在波格丹诺夫引用的那一页里，梅杰姆不仅提到了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还提到了其他的营纵队类型，其中就包括了“冲击纵队”。梅杰姆解释了各类营纵队的优缺点和用途。他指出，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占地较少，这“使得它们适合用作部队在战前的部署队形”。至于“冲击纵队”，梅杰姆指出，它既可以由横队快速收拢而成，也可以迅速展开成横队或列成方阵，因此“我们在战斗中优先运用它”
[109]

 。波格丹诺夫为何没有注意到作战计划、战报和回忆录中直接提及“冲击纵队”的内容？为何会在梅杰姆列出的各种营纵队中恰好选出了以排为单位的紧密纵队？这完全无法让人理解。

这里应当指出，的确有几份面世于19世纪上半叶的文献提到俄军步兵在博罗季诺列成了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其中有一本书是俄军参谋人员兼拿破仑战争亲历者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布图尔林（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Бутурлин
 ）撰写的《1812年战史》，该书原本以法文写成，后来由前文提到的《战术通论》编纂者哈托夫译成俄文。俄文版中的确提到了俄军步兵在博罗季诺列成了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
[110]

 然而，布图尔林的原文实际上只提到了步兵列成营纵队（colonnes de bataillons），
[111]

 并没有明确指出纵队类型，所以，“以排为单位”的类型其实是哈托夫添加进去的，我们并不清楚他在什么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还有一份资料是由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魏马恩〔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Веймарн
 ，德文名为古斯塔夫·约翰·费迪南德·冯·魏马恩（Gustav Johann Ferdinand von Weymarn）〕编纂的高级战术教科书，该书出版于1840年。
[112]

 但它显然不是第一手文献，甚至有可能照搬了布图尔林著作的译本。

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托尔在1812年担任第1军团军需总监，他也是最接近库图佐夫的军官之一，托尔在描述博罗季诺会战时表示步兵起初列成了“紧密的营纵队”（баталионных густых колоннах
 ）。
[113]

 根据《营训练》的规定，紧密纵队的正面既可以是一个排，也可以是两个排（一个分营）。
[114]

 这里并不能完全排除步兵营在初始位置，也就是“战斗打响前的”位置上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纵队的可能性，然而，在防御中让步兵列成这样狭窄的纵深队形并没有什么意义。总的来说，在战斗中使用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并不是当时的典型战术特征。只有部队需要行经遍布树丛的起伏地带发起进攻，这种纵队才会得到运用。

伊利亚·季莫费耶维奇·拉多日茨基在1812—1814年是第3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几次提到过“分营纵队”（дивизионные колонны
 ）。他用这个术语描述1812年战局之初俄军长途撤退时沿着道路两侧以纵队行军的步兵、奥斯特罗夫诺战斗中匆忙奔赴战场的步兵（“步兵列成紧密的分营纵队，十分迅速地向前行进”）和赶赴莱比锡时（1813年10月4日/16日）以战前队形行进7俄里（约7.5千米）的步兵。
[115]



拉多日茨基提到的可能是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因为他作为一位炮兵，可能会弄错步兵队形术语（他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有提到其他的纵队类型，只含糊地讲到“各个营列成战斗纵队”
[116]

 ）。在关于莱比锡会战的记载中，拉多日茨基提到有3门轻炮位于纵队的横向间隔和两翼。这里谈论的显然是规模很小的纵队，这最有可能是各由一个营组成的纵队——他不大可能指的是以大纵队行军的整个师。
②



不过，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步兵匆忙以行军队形直接投入战斗时，会迅速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营纵队——因为这要比列成冲击纵队更方便、更快捷。所以，拉多日茨基至少有一处记载可能是正确的，奥斯特罗夫诺战斗中的步兵的确使用了以分营为单位的营纵队匆忙进入战场。

而在步兵有足够时间完成队形变换的情况下，俄军哪怕起初是行军纵队，最后一般也都会列成冲击纵队。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就讲述过俄国第1军团某部的前卫部队〔格里戈里·弗拉基米尔·罗森（Григо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зен
 ）少将指挥的芬兰近卫团、近卫猎兵团、2个胸甲骑兵团和1个轻炮连〕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行进，这条路窄到步兵只能以六路纵队行进。尽管如此，步兵在攻击多布罗耶（Доброе
 ）村之前还是在稀疏的林地里列成了冲击纵队，然后直接赶赴林地边缘，与此同时，胸甲骑兵团和炮兵连则绕过树林行进。
[117]



在1812年战局的第二阶段，俄军有许多兵力相当薄弱的步兵营，因此步兵时常会在战场上列成团纵队。
[118]

 俄军攻击克拉斯内（1812年11月5日/17日）时的作战计划要求：

在前卫部队的掩护下，第6军……要列成以排为单位的全间距纵队，［然后］列成正面［即横队］，之后立刻收拢成团冲击纵队并向前推进，要让第1个营的第8排和第2个营的第1排作为纵队先头部队。［第8军］……要以同样的队形完成同样的机动，列成冲击纵队作为第二线，最后，第5军列成纵队作为第三线。
[119]



如你所见，步兵需要由行军纵队变为以排为单位的全间距疏开纵队，也就是前后两个排的距离相当于一个排横队的宽度。随后，步兵得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展开成横队（“列成正面”），接下来再将横队收拢成团纵队。团纵队包括2个靠在一起的、以排为单位的营纵队，右边的纵队“以左翼为基准”列队（也就是第8排居前），左边的纵队“以右翼为基准”列队（也就是第1排居前）。笔者并不清楚这些纵队是否只是步兵在赶赴战场时使用的战前预备队形或过渡队形——因为这种队形通常就是以排为单位的纵队，也不知道俄军步兵团是否会在战场上继续保持这种大纵深纵队。

显而易见的是，从行军纵队变为团纵队的诸多队形变换会消耗相当可观的时间，这些变换应当在步兵远离敌军时完成，这样敌军就不能在队形变换期间冲击俄军步兵或展开炮击。这就意味着俄军指挥层并没有打算让部队尽快由行军状态转入冲击，也就不能减少敌军的反应时间。

顾名思义，冲击纵队时常用于对敌军发起坚决冲击的场合。不过，同时也可以从博罗季诺、卡茨巴赫河（1813年8月14日/26日）、库尔姆（Kulm，1813年8月17—18日/29—30日）和巴黎（1814年3月17日/29日）会战的相关战报和回忆录中看出俄军有时会以“紧密纵队”或密集纵队发起刺刀冲击。
[120]



关于队形也存在若干争议。根据1816年版《营训练》的规定，“冲击纵队”意为一个正面宽度为两个排横队的营纵队，位于纵队最前方的是第4、第5排，前后相邻的各个排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半个排横队的正面宽度（从前一部分的前列到后一部分的前列），而“紧密纵队”意为纵队内部间距仅有3步（从前一部分的后列到后一部分的前列）。因此，根据《营训练》的规定，一个纵队有可能是“冲击纵队”或“紧密纵队”，但不可能既是“冲击纵队”又是“紧密纵队”。

俄军的冲击纵队之所以会在1812—1814年间被称作紧密纵队，可能是因为各部分之间的距离确实远小于全间距纵队，也可能是因为纵队的内部间距的确仅有3步，在后一种情形下，根据《营训练》中的术语，这种纵队应当是“以中央为基准的紧密纵队”而非“冲击纵队”，可它在1812—1814年间仍然被称作“冲击纵队”。因此，俄军当时尽管采用了法军的队形，但在使用冲击纵队这一术语时仍然有可能不大清楚其确切用法。



战斗中的步兵



《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中指出了军官在横队后方肩负的重要职责：

军衔次于连长的军官必须站在全连后方负责监督，确保那些无法走动的伤员在专人帮助下前往指定地点，那些并未负伤的人员则绝不能脱离［队列］，要立刻用第3列人员填补第1列和第2列中的空缺，而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也要确保］队列紧密，并监督位于后列的人员，使其能够和前列人员一样，以与好兵相称的轻松、愉快的姿态坚持下去。
[121]



这部教令还在其他段落里强调了这些军官必须确保士兵在刺刀冲击中不会落到后头。
[122]



士兵在战斗中时常使用种种托词离开队列退往后方，其中最普遍的借口就是帮助伤员和缺乏弹药。这种现象可以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博罗季诺会战结束后不久，库图佐夫就于1812年8月30日/9月11日发布了一道命令，其中要求：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我发现有许多士兵在战斗刚开始时就离开队列，以运送伤员或已经耗尽弹药为借口退到后方，事实上，根据现在的准确计算，我军的损失并不大，但据守的阵地上却出现了人手严重短缺的情况。
[123]



为了消除这一现象，这道命令再度要求将领和军官确保士兵不要浪费弹药，不要在距离敌军太远时开火。它还规定士兵应当准确瞄准目标，而且耗尽弹药的士兵也不应当离开队列，此外，这道命令还将民兵分配给各个团，让他们负责将伤员运送到后方。很难说这种士兵擅自退往后方的情况在博罗季诺到底有多严重，也难以判定它是否带来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命令里的说法可能只是试图将会战结束后被迫撤退的责任转移到军官和士兵身上。应当注意到，这种士兵擅自后退的现象同样出现在法军中，而且也同样出现在博罗季诺会战里，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它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交战中的普遍状况。
[124]



新条令中并未要求士兵在战斗前卸下背包，俄军大体上也早已废除了这一做法，但有些时候士兵还是出于方便机动、加快行进速度的目的卸掉背包。比如说，帕斯克维奇就在萨尔塔诺夫卡战斗中命令充当全师先头部队的两个营放下背包，以便让他们加速前进。不过，他们的背包并没有放在地上，而是交给同一个师的另外两个营一并带走。
[125]



巴克莱·德·托利在他于博罗季诺战前发布的命令中提醒诸位军长应当着力打击滥射现象，库图佐夫在战后发布的命令中要求军官确保部队等到敌军进入有效射程后再开火，要准确瞄准且不能匆忙开火。
[126]

 在战斗中为步兵补充弹药可能是团附和营附的职责。比如说，曾在1812年担任第50猎兵团3营营附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提到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负责过此事。
[127]



俄军有许多将领依然偏爱刺刀冲击。巴格拉季翁认为，让俄军士兵确信他们在士气上优于敌军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巴格拉季翁在发布于1812年6月25日/7月7日的命令中规定：

一旦击退敌军，军长就必须竭力全神贯注地向敌军推进，用纵队刺刀冲击敌军……

部队指挥官要给士兵灌输如下想法：敌军不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杂种，我们则是拥有同样信仰的俄罗斯人。他们不可能英勇战斗，反而特别害怕我们的刺刀。向敌人推进！［他的］子弹打不中！冲上去——他就会跑。步兵，刺过去！骑兵，砍过去！踏过去！
[128]



在巴格拉季翁的这份命令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苏沃洛夫教令的回响。《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的作者们也主张让士兵深信如下说法：“从没有人能够抵挡俄国的刺刀。”
[129]

 库图佐夫也认为应该让步兵铭记在行进间不应当射击，而要用刺刀快速冲击。库图佐夫在他签发的博罗季诺会战计划中表示：

如果在战斗中需要向前行进，就应当以冲击纵队完成这一机动，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一定不能忙于射击，而要迅速以上了刺刀的步枪投入战斗。
[130]



在俄军的塔鲁季诺会战计划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说法。
[131]

 而且俄军（主力）在刺刀冲击中往往根本不卷入交火，只有散布在战线前方的散兵会展开射击。上文已经提到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就曾描述过近卫猎兵团于1812年11月5日/17日在多布罗耶村附近的战斗中发起了这样的冲击。按照他的说法，该团在村旁的稀疏林地里列成了冲击纵队，接下来就开始冲击位于村庄前方的敌军。接下来的情况，诺罗夫写道：

正当我们的纵队伴着鼓声以快步行进，在我军散兵和炮兵的掩护下开赴多布罗耶村时，敌军也已经朝我军杀来，他们列成了紧密纵队，还让腾跃兵散开。少将罗森男爵命令胸甲骑兵进攻敌军。他们冲上去发起攻击，但法军步兵立刻收拢成密集方阵，用猛烈的“会战射击”迎击骑兵。胸甲骑兵被击退了，从我们各个步兵营的间隔中退了回去。罗森男爵飞驰着来到我们团，他命令我们前进，我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法军继续展开“会战射击”，一发子弹打飞了罗森将军头上的帽子，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上尉肩部负伤，上校格拉博夫斯基［Грабовский
 ］伯爵和他的坐骑一道战死在敌军队列里，可法军还是挡不住这次冲击，第108战列步兵团几乎当场遭到全歼。敌军的其他纵队一如既往地让我们推进到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打出一轮齐射后便退回了村里。
[132]



俄军步兵在发动攻击时通常会根据传统习惯高呼“乌拉”。有些经验丰富的将领认为此举并无必要，甚至可能带来危险，因而尝试禁止高呼“乌拉”。朗热隆解释说：

这种“乌拉”［houra］吼声就像是嗥叫［hurlement］一样，俄军士兵喜欢这么喊，某些军官也喜欢，甚至很多将领都喜欢，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噪声会激发勇气；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士兵实在是太勇猛了，他们仅仅依靠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服从意识就已然极其优秀，没有必要采用其他方法获得勇气。这种英勇在全欧洲已经是尽人皆知，若非如此，可能真的会有人认为俄国人有必要依靠野人般的吼叫将它激发出来。

[1807—1809年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司令］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曾颇有道理地指出这种胜利的呐喊时常适得其反，造成［俄军］遭遇失利，它们总是让［士兵］昏了头，让尉官听不清——甚至是听不到——指挥官的命令。人们身处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不可能太过冷静；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镇定和秩序总能够胜过鲁莽的英勇和毫无顾忌的果敢；可是，按照一种在俄国根深蒂固的有害习惯，指挥官总是乐于在战报中加入“高呼乌拉”的内容，而且当他能够写下这段话，或是能够说出自己上刺刀投入战斗时，总会觉得自己多少算是个小小的英雄。
[133]



对“乌拉”秉持这种批判态度的不仅是朗热隆和普罗佐罗夫斯基，巴克莱在博罗季诺战前发布的命令中也要求：

在向敌军发起冲击时，禁止部队喊出“乌拉”，只有在距离敌军大约10步时才可以高呼“乌拉”，其他所有情况下都要严格禁止“乌拉”。
[134]



到了1813年7月底（公历8月初），巴克莱认为他有必要在《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Общее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о порядке войска на марше，в лагерях и в самих сражениях
 ）中重申：

只有在已经迫近敌军，需要使用刺刀时才应该发出“乌拉”吼声。不合时宜的“乌拉”则是导致混乱的讯号……
[135]



刺刀冲击依然是俄军步兵战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的确得到了频繁运用。当敌军部队已经因炮火或其他因素陷入混乱或被迫退却，而且距离俄军步兵不远时，又或是正在执行耗时较长的队形变换，俄军能够在敌军完成列队前攻入敌阵时，刺刀冲击被视作尤为有用且合乎时宜的做法。所以，有人主张在防御战中的有利情况下使用刺刀反击。
[136]

 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后出版的一本军事手册中找到时人认为适宜采用刺刀冲击的各种场合：

友邻部队火力或其他因素导致敌军已经陷入混乱；

已经发觉敌军因某些突发事件——如指挥官战死、得知战况不利或侧后方出现对方部队——而士气动摇；

已经发觉敌军增援部队正在接近战场，但同时也有望在援军抵达之前先行击败敌军；

敌军正在执行耗时较长的机动，我军有可能抢在敌军完成机动前投入交战或有可能侧击敌军；

已经发觉敌军犯下了某些错误，导致部分防御阵地人员不足；

推进中的敌军已在付出惨重损失后被击退；

敌军打算在冲击未果后脱离接触。
[137]



不过，有时候尽管实际战况并不适于刺刀冲击，俄军还是有必要用刺刀展开反击。在1812年8月7日/19日的卢比诺（Лубино
 ）会战〔法军亦称其为瓦卢季诺山（Valoutina Gora）会战〕中，由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Пав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Тучков
 ）少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中将的弟弟）指挥的俄军后卫部队顽强抗击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以此阻止敌军攻占路口并切断其他俄军的退却路线。战至日暮时分，这支俄军后卫部队已被法军击退，图奇科夫随即亲自率领一个直至那时都未曾卷入激战的掷弹兵团发动反击。冲击刚开始，图奇科夫的战马就受了伤，他被迫下马步行，此时天色已暗，图奇科夫写道：

……我站在纵队的第1排右侧，率领它向敌军挺进，敌军看到我军推进后就停下来准备迎击。我不知何故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来自后方各排的士兵会趁着夜色拖延行进，因此就尽可能让第1排放慢脚步，以便其他各排及时跟上。以这种方式迫近敌军后，纵队就在距离敌军仅有几步远的地方高呼“乌拉”发起刺刀冲击。我不知道全团是否跟随第1排前进。而敌军也用刺刀迎击我军，将我们的纵队打垮，我身体右侧受了一处刺刀伤，倒在了地上。
[138]



一名法国军官打算解决图奇科夫，用刀对着他的头部砍了几下，就在那时，月亮突然从云间蹿出，它照亮了战场，法国军官迅速认出这是名将军，便将图奇科夫活捉了。从图奇科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在这场战斗中亲自率领的掷弹兵团实际上列成了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前进。这种队形可能是由地形决定的：战斗发生在一条大道上，而道路两侧都是树丛。图奇科夫并没有提到这个团的名字，可能是不想让它蒙受耻辱。
③

 俄军中的英国代表罗伯特·威尔逊亲历过卢比诺会战，他指出图奇科夫率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发起了一轮冲击，还声称这个团的刺刀冲击“挫败了（法军的）企图”（baffled the attempt）。
[139]

 因此，这次反击尽管以失败告终，还是延缓了法军的推进，而且在此次战斗期间，夜幕已经降临，会战也宣告结束，俄军主力得以安全退却。

如前所述，步兵即便在成功完成刺刀冲击后通常也会陷入混乱，而且，让正在追击逃敌的士兵停下来重整队形也相当困难。正如《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所说，在刺刀冲击结束后，军官的第一要务就是阻止士兵追击并着手重整队形。

当敌军战线被我军刺刀击退后，军官最紧要的事就是恢复战线平直，除了从第3列中专门抽出的追击部队外，绝不能让士兵追击已经逃离我军刺刀的任何一部分敌军，这样，敌军骑兵就不能利用我军的混乱，即便他们真的展开冲击，也会发觉我军已经列成了秩序良好的战线，准备好以一轮准确的步枪齐射粉碎其意图。必须让最勇敢的军官率领部分第3列人员追击，因为这既不会影响到战线整体，也不会影响到具体队形。这些人必须快速追击敌军，将他们全部杀死或俘获，如果敌军骑兵出现，第3列人员就要遵照此前规定的散兵做法作战。当他们有必要重新与团主力会合时，就要绕过团的两翼归位。
[140]



帕斯克维奇将军指出，在萨尔塔诺夫卡战斗和斯摩棱斯克会战中，他的部队成功进行了刺刀冲击，可他随后就在让士兵停止追击、重新列队时碰上了困难。
[141]

 总的来说，在1812—1814年间，俄军步兵因追击而陷入混乱的战例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没那么鲁莽，也可能是军官的控制力有所加强。普鲁士参谋路德维希·冯·赖歇（Ludwig von Reiche）在吕岑会战中注意到一点，当普军在推进中陷入混乱时，要想让他们停下来，可谓相当困难（也就是说普军会继续在混乱中冲击、战斗），可要是想让俄军停下来，那大喊一声“Stoï”（стой
 ，意为停下）就足够了，俄军听到后一般都会遵守命令。如果士兵还对此将信将疑的话，那些负责拦阻的军官就应该声称自己是“Pulkownic”（полковник
 ，意为上校）。赖歇写道，他在这场会战中有幸多次扮演上校角色。
[142]

 由于吕岑会战中涉及骑兵的战斗极少，大部分战斗都由步兵承担，所以这些观察结果都与步兵相关。

刺刀冲击或反击依然被视为是最有效、最具决定性的迅速驱逐敌军的方式，俄军步兵也多次表明，它即便在危急情况下，面对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也能够成功展开刺刀冲击或反击。在库尔姆会战中，法军将领多米尼克-约瑟夫·勒内·旺达姆（Dominique-Joseph René Vandamme）于1813年8月17日/29日多次派出步兵冲击俄军，想要击溃俄军并截断联军波希米亚军团在德累斯顿会战后的退路。俄军当时仅有近卫团可以作为步兵预备队。当法军迫近后，近卫步兵就发起多轮反击，每次投入一两个营，在反击中击退敌军并给予其重创。

卢卡·亚历山德罗维奇·西曼斯基在1813年是伊斯梅洛沃近卫团2营里的一名中尉，在19世纪20年代成为该团团长，此人就描述过这样一次冲击。他所在的营被派去支援遭到敌军步兵压迫的猎兵，第5连投入散兵战，其余各连依然列成纵队。西曼斯基指出：

敌军拥有超过4万名步兵（敌方骑兵时隐时现），他们的唯一任务就在这里，因此，除了近卫军，还能指望谁来完成这注定的功业呢？猎兵开始因缺乏弹药后撤，敌军非常猛烈地朝库尔姆村［原文如此，应为普里斯滕村］及其左侧推进，实心弹落在离纵队很近的地方。我们团奉命支援猎兵，2营前往左侧，猎兵退了回来，我们［营］出动了第5连充当散兵，敌军离我们很近，子弹也非常接近我们纵队。这个营仰赖上帝的护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傲慢，便端起刺刀前进，并在前进之前高呼“乌拉”，赫拉波维茨基一马当先，敌军转而逃跑。我披着一件大衣奔跑，因而筋疲力竭，但还是在灌木丛里的溪水旁追上了大批敌军，他们挤到一起发生了踩踏。我在这里才头一次看到敌军是如何遭到刺刀的惩罚。我用剑劈砍他们的面部，一个敌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打倒在地，一阵子弹向我倾泻过来，我扔掉大衣，我们仍在前进，老贝科夫［Быков
 ］就在我身边，最后，［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敌军出现在左翼，［我军］士兵向左转、开火，接着掉头后退。
[143]



符腾堡的欧根同样参与了库尔姆会战，他也提到过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团长马特维·叶夫格拉福维奇·赫拉波维茨基将军发起的反击。按照欧根的说法，这个营向前推进，而且在一瞬间内就取得了冲击胜利，战场上立刻盖满了敌军士兵的尸体，附近的敌军纵队同样陷入溃逃，俄军战线全线推进，俄军炮群也再度全力开火。欧根认为这是十足的英雄业绩，但也指出那个勇敢的团付出了高昂代价。
[144]



根据西曼斯基的说法，他们前进、后退了好几回，士兵们之后就坐在石块后方休息，就连西曼斯基本人也是如此。这里的石块指的可能是将菜园和野地隔开的石墙或小丘——其他亲历者曾经提到过这些情况，前文曾提及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对此描述尤为细致：

法国人和俄国人混杂在一起，双方的小队士兵跃过分隔菜园和林地的沟渠、石堆，在林中空地上交战，反复用刺刀展开搏杀。
[145]



这个营显然在上述运动中变得颇为混乱，它或多或少地散开了（档案资料表明西曼斯基负伤时就身处一条散兵线中）。当时不知是谁喊出了一声“前进”，西曼斯基便起身把士兵从石块后方驱赶出来，然后和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2营一道长驱直入，甚至冲过了村庄——可能就是施特拉登（Straden）村，可随后就看到两支敌军步兵纵队出现在右侧，只得开始后退。法军紧追不舍，但并未发起冲击。西曼斯基在退却途中被一颗子弹打伤，他倒在地上，自称已经不省人事。法军士兵洗劫了西曼斯基，从他身上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一幅萨克森地图），就这样把他扔在了战场上。
[146]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未来的步兵上将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Муравьев-Карсский
 ）——在1812—1814年是一位参谋，他同样亲历了库尔姆会战，此人谈到过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2营的反击，这次反击战可能和西曼斯基提到的反击战属于同一场大反击：

旺达姆最终发起了冲击，他希望以此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将诸多密集纵队集结起来，让部队上刺刀夺取比斯特拉姆中校
④

 的炮群，这位中校指挥4门火炮英勇奋战了一整天，给敌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法军先是击退了我军的步兵，把步兵赶往［近卫］轻［骑兵］师那里，然后就冲向火炮。炮兵徒劳地用霰弹开火，但根本无法挡住他们。叶尔莫洛夫下令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2营上前保卫火炮。我从未见过像这个营冲向敌军时一样的景象。这个小小的纵队以快步冷静地齐步前行。人人脸上都显露出尽快与法军交战的渴望。他们夺回了火炮，宰杀了许多法军，但损失了几乎所有军官，只有亚库什金准尉
⑤

 是例外，他成了［临时］营长。
[147]



俄军依靠这种拼死一搏的反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军冲击，让联军方面的大批援军得以抵达战场。次日，旺达姆军陷入覆灭，旺达姆本人也被抓获。



步兵对抗骑兵



步兵面临敌方骑兵威胁时通常会列成方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根据立陶宛近卫团团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乌多姆（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Удом
 ）和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团长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库图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Кутузов
 ）的战报，这两个团的各个营列成了冲击纵队，当敌军骑兵来袭时，这些营就列成“反骑兵方阵”。
[148]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提到第12步兵师在莱比锡（1813年10月4/16日）列成了“反骑兵方阵”。
[149]

 根据1816年出版的步兵条令《营训练》部分，“反骑兵方阵”是一种侧面厚度加倍（即侧面为6列）的特殊营方阵。俄军在某些场合也可能会使用常规方阵。

哪怕是面临最优秀的敌军骑兵，步兵在列成方阵后通常也能够挡住冲击。因为方阵可以朝各个方向开火，方阵中的步兵也无须担心骑兵包抄侧后方。巴克莱写道，在博罗季诺，当敌军骑兵从第7步兵师和第11步兵师的方阵之间穿过后，位于方阵背面的步兵就朝着远去的敌军开火。
[150]



步兵通常不会朝着敌军骑兵远远地开火，而是等待骑兵进入步枪最有效的射程之内。1812年面世的《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建议步兵在距离骑兵150步（略多于100米）时开火，沃龙佐夫在1810年为纳尔瓦步兵团军官编纂的教令中也主张在相同距离上开火，《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实际上就是在沃龙佐夫这部教令基础上编成的。
[151]

 实战中的开火距离通常会更短。巴克莱提到佩尔瑙步兵团和第33猎兵团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让敌方骑兵迫近到距离己方仅有60—80步（约43—57米）处，然后用一轮准确齐射将其打乱。
[152]



时人认为齐射是最适宜步兵对抗骑兵的射击方式，但在实战中，齐射并不总能给敌军骑兵造成重大损失。马尔博在1812年是法军第23猎骑兵团指挥官（同年11月15日正式晋升为该团上校团长），他表示自己在1812年7月18日/30日的亚库博沃（Jakoubowo/Якубово
 ）战斗中奉命冲击俄军步兵。根据他的说法，俄军犯下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打出了一轮非常不准的齐射，所以这个团里只有几名士兵和几匹战马负了伤。齐射结束后，俄军的步枪里已经没了子弹，他们也没有时间去装填，因为法军立刻就以全速冲了上去，这支俄军就此战败。按照马尔博的说法，如果俄军能够按伍射击（feu de file），那么他们的火力威力就大得多。
[153]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有人主张步兵最好在距离敌军骑兵60—80步时开始按伍射击。
[154]



然而，马尔博的记载价值并不大，这既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空想家，也是因为他的记载并不能得到其他资料的佐证，而且存在显而易见的谬误。更甚者，马尔博声称他的团在此次冲击中击败了坦波夫团，还缴获了它的一面军旗，但坦波夫步兵团并未参与亚库博沃战斗——它隶属于第3西方军团，俄方材料也并未提到俄军在此战中丢失军旗。马尔博还声称，和第23猎骑兵团在卡斯泰（Castex）将军麾下组成一个旅的第24猎骑兵团在第23团的冲击前也击溃了几个俄军步兵营，抓获了400名战俘并缴获了一面军旗。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夸张：就算这些团的确在亚库博沃成功冲击了某些俄军步兵，那也可能不过是散兵而已。
⑥



如果步兵已经列阵完毕，而且准备好迎击骑兵，那么通常一轮齐射就足以击退冲击——即便这轮齐射没有给敌军造成可观的伤亡。普鲁士将领弗里德里希·卡尔·费迪南德·冯·米夫林（Friedrich Karl Ferdinand von Müffling）提到过，联军于1814年2月2日/14日从沃尚（Vauchamps）和尚波贝尔（Champeaubert）撤退时，俄军将领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卡普采维奇（Пё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пцевич
 ）所部的战况：

一个敌军胸甲骑兵团列队冲击位于我军前部的3个俄军步兵营。它们恰好是新近抵达军队的营。指挥官命令士兵“停下”“预备”；让敌军推进到双方仅仅相距60步，然后才下令“射击”。开火的并不单是前两列人员，而是整个营一起开火，［3个营］成了3个烟火罐［pots-à-feu］。由于一个人、一匹马都没有倒下，实际上已经没什么能阻止胸甲骑兵突入步兵密集纵队，可他们却掉头折返了。
[155]



Pot-à-feu是一个法文术语，指的是一种烟火装置——内部装有可燃物的陶罐。
[156]



当步兵击退骑兵冲击后，骑兵就会掉头离开。不过，俄军步兵有时并不满足于仅仅打退骑兵，甚至还会端起刺刀冲向敌军骑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有记载提到佩尔瑙团曾在击退骑兵攻击后随即发起反击，用刺刀击溃了敌军骑兵，第1列里的有些人甚至把步枪作为标枪使用，拿它们扔向敌军骑兵后背。
[157]

 沃龙佐夫将军在他关于1814年2月22日/3月4日克拉奥讷（Craône）会战的报告中写道：

敌军……派出了一整个骑兵师，它在涌过来围住希尔凡步兵团后就狂怒地发起冲击，但这个英勇的团在它可敬的团主扎瓦雷金将军指挥下不仅没有被这次冲击打垮，反而以会战射击迎击骑兵，以此挡住敌军并将其打乱，然后端起刺刀冲了过去，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失，迫使其溃逃，还俘获了好几名军官和士兵。
[158]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扎瓦雷金〔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аварыкин
 ，亦作兹瓦雷金（Зварыкин
 ）〕在这场会战中负了伤。

有些时候，步兵甚至会在敌军骑兵迫近时一枪不发，始终让步枪保持装填完毕的状态。艾劳会战的英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季莫费耶夫在1812年担任立陶宛近卫团2营中校营长，根据他的说法，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这个步兵营遭到敌军胸甲骑兵攻击时，他严禁下属射击，而是命令他们挥动上了刺刀的步枪。他解释说：“按照我的经验，马匹不会冲向正在闪光的金属。”按照他的命令，如果敌军骑兵依然能够强迫战马迫近步兵战线，士兵就要用枪口的刺刀捅向马匹头部。季莫费耶夫表示自己的命令卓有成效，敌军胸甲骑兵根本无法突入他的营：

胸甲骑兵贴着刺刀绕着方阵各边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确信已经没有办法突破方阵，就开始在距离方阵正面30步处列成一个纵队。他们显然是打算用密集纵队突破我的方阵，为了不让敌军实现意图，必须采用一个办法：他们在收拢成纵队时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会陷入混乱，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机。

我发出了“乌拉”口令，率领我营冲了上去。位于前方的胸甲骑兵尚未列成稳固战线，他们沦为我军刺刀的牺牲品，反过来又打乱了他们的纵队，使其变得更为混乱，随后陷入全体溃逃。我随即命令部队朝他们展开会战射击，从而彻底将其击败。伊斯梅洛沃团［3营］的方阵位于我营右侧，它在这时也发起了按伍射击，这个方阵可能是因为身处烟雾后方，因而看不清我的营已经在进攻胸甲骑兵并在投入追击后向前行进了200步，子弹正朝我的营飞来。伊斯梅洛沃团［3营］方阵的一发子弹击倒了我身旁的一名士兵。我确信没有人会冒着［友军］子弹冲过去，就亲自赶往上文提到的这个方阵，直到和位于方阵左前角的卡捷宁［Катенину
 ］上尉面对面为止，那里没有人能够透过烟雾看到我。位于方阵里的……赫拉波维茨基上校看到了我，得知他们正在朝我营开火，就立马停止了射击。回到我营后，我让它返回原地列成冲击纵队。
[159]



立陶宛近卫团和伊斯梅洛沃近卫团当时是在并肩战斗，伊斯梅洛沃团处于右侧，立陶宛团处于左侧，每个团里的第2、第3营位于第一线，第1营位于第二线，而且恰好位于第2、第3营间隔正后方。科诺夫尼岑将军在战报中表示伊斯梅洛沃团也上刺刀冲击敌军胸甲骑兵，这个团同样击退了三轮骑兵冲击。
[160]



然而，这两个团的团长在战报中都没有明确提及刺刀冲击——他俩都表示麾下步兵用会战射击打退了敌军骑兵。立陶宛团团长乌多姆上校还补充说该团在射击完毕后高呼“乌拉”逐走敌军骑兵，使其损失惨重，这有可能意味着立陶宛团发起了一次刺刀冲击。
[161]

 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西曼斯基在1812年是伊斯梅洛沃团3营的一名中尉，他也没有提及刺刀冲击，只是在日志中如此描述该营击退敌军骑兵的一轮冲击：

……士兵的热情高涨到甚至冲到队列之外的地步，士兵朝他们［敌军骑兵］开火，猛戳那些已经飞快逃窜的家伙的后背……杀够了之后，［地上已经］铺满了披甲兵［胸甲骑兵］。
[162]



因此，西曼斯基记载的是个别士兵冲出队形竭力追杀敌军，并不是整个团或营发起刺刀冲击。

方阵并不是很便于机动，因为方阵侧面在机动中需要以伍为单位行进，这时就会不可避免地拉长队列，也就让方阵在敌军骑兵的冲击下显得颇为脆弱。然而，在敌军骑兵出现的某些场合，机动还是需要由方阵来完成。比如说，沃龙佐夫将军在克拉奥讷会战中历经漫长激战后奉命后撤。但他也遭遇了相当困难的局面：退却途中的地形高低不平，敌军则在骑兵方面拥有显著兵力优势。沃龙佐夫在他的战报中写道：

列成方阵后，我命令各条战线开始以慢步交替后退，各门火炮也交替后退……部队就像在训练场上一样退却。敌军一看到我军打算后撤，就不断增强冲击力度并加快冲击频率……看到敌军的傲慢和不懈的努力，我几次命令下属步兵停下来迎战。随后，我军凭借稳定的队形和火力挫败了法军的企图，接着尽可能缓慢地继续退却，向他们表示我们的退却绝不是因为害怕敌军，只不过是服从上级命令而已。
[163]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沃龙佐夫将步兵列成了团方阵，也就是每个方阵都由一个完整的团组成。
[164]

 另一位俄国军事史学家莫杰斯特·伊万诺维奇·波格丹诺维奇（Модест Иван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ич
 ）——此人的著作写于19世纪中叶——则认为俄军当时使用了营方阵。
[165]



即便是孤立无援的步兵营方阵，也能够击退拥有兵力优势的敌军骑兵，甚至敢于攻击骑兵并成功突围，梁赞步兵团第1营便在兰斯（Reims）之战中证明了这一点。1814年2月28日/3月12日一早，纪尧姆-埃马纽埃尔-热尼亚尔·德·圣普列斯特将军指挥联军的一个俄普混编军突击兰斯并攻克了该城。联军在城区和周边郊区驻扎下来。3月1日/13日中午11时30分，一名普军士兵乘马飞奔到圣普列斯特面前，告知他一个待在从兰斯通往苏瓦松（Soissons）途中的普鲁士旅（6000人）在当天上午遭到法军骑兵突袭，该旅已经战败（普军残部正退往兰斯）。很快，法军骑兵就出现在城市附近。圣普列斯特认为这只是敌军游击队的牵制伎俩。他派出一支部队驱逐敌军，想要让其远离城市。这支联军部队包括几个步兵营和骑兵中队，此外也配有炮兵，他们出城后的确赶走了敌军。由梁赞步兵团团长伊万·尼基季奇·斯科别列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кобелев
 ）上校指挥的该团第1营就这样据守在城外2俄里（约2.13千米）处的河畔阵地上。此后几个小时里都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可大股敌军最终还是出现了。圣普列斯特手中有14000人，他并不知道拿破仑已经攻占苏瓦松，认为攻击自己的是马尔蒙元帅的第6军，兵力可能有12000—14000，因而决心坚守兰斯。不幸的是，他面对的是拿破仑亲自率领的法军主力。

法军大举进攻，仅仅一刻钟就将联军撵回城里。梁赞步兵团第1营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可斯科别列夫上校还是命令它列成背朝河水的方阵，这个孤立无援的步兵营随后挡住了法军骑兵的三次冲击。一发实心弹让圣普列斯特本人受了致命伤，这时，他也被人带回了方阵里。然后，这个营又挡住了两轮骑兵冲击。天色越来越暗，法军不再去袭扰营方阵，它于是向兰斯城进发，突然出现在正在郊区里行进的法军骑兵后方。它打出一轮齐射，端起刺刀击穿法军，让自己脱险，也救出了圣普列斯特（他在两周后不治身亡）。
[166]



朗热隆写道，法军骑兵主要是所谓的“荣誉卫队”（Garde d’Honneur），梁赞团第1营的突袭令他们猝不及防，此外，俄军的两门火炮和守卫兰斯城门的梁赞团第2营也同时朝法军开火。法军骑兵被堵在遍布沟渠、池塘的郊区里，拥挤在街道上，找不到逃离的途径，损失了大约500人。
[167]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戈利岑指出，斯科别列夫的战斗改变了俄军的危急态势，他后来和法军皮凯（Picquet）师〔隶属于博德苏勒（Bordesoult）军〕的一位骑兵军官有过交谈，此人曾参与兰斯之战，他告诉戈利岑，那是“一场千真万确的伏击”，当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倾泻子弹，这导致他们被迫逃跑。
[168]



俄军也了解实心方阵或密集纵队，它实际上是在紧密纵队基础上让位于两侧的若干个伍向外转且最后三列人员向后转而已。巴格拉季翁于1812年6月25日/7月7日给第二西方军团下达了一道命令：“当敌军骑兵攻击我军步兵时，就要列成面朝各个方向的密集纵队或营方阵。”
[169]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卡普采维奇将军的一份战报提及俄军在1814年2月1日/13日撤离沃尚时曾使用密集纵队对抗骑兵。
[170]



如果步兵两翼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那么列成横队的步兵就足以击退敌方骑兵冲击。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有人主张，若是使用横队迎击骑兵，那么第2列士兵应当在距敌60步时打出一轮齐射，按照他的说法，“无数战例业已证明”这能够击退骑兵。
[171]



讨论步兵对抗骑兵时，不可能不提到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涅韦罗夫斯基将军所部在1812年8月2日/14日克拉斯内战斗中的著名战例。
[172]

 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步兵师主要由新近建立的步兵团组成。该师1旅（敖德萨、塔尔诺波尔步兵团）被留在斯摩棱斯克，作为交换，涅韦罗夫斯基也从帕斯克维奇将军的第26步兵师得到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猎兵团。涅韦罗夫斯基手头还有哈尔科夫龙骑兵团（4个中队）、3个哥萨克团、第31重炮连和2门顿河哥萨克火炮。

涅韦罗夫斯基指挥上述部队据守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克拉斯内镇。这场战斗的亲历者留下了以下记述材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涅韦罗夫斯基将军本人的回忆和战报，
[173]

 此外还有时为第50猎兵团3营营附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Андреев
 ）和时为辛比尔斯克步兵团少尉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杜申克维奇（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шенкевич
 ）的回忆材料。这些记载在细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能够相互印证。

第49猎兵团全都位于克拉斯内镇前方，并列成散开队形，第50猎兵团3营据守小镇，将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开。安德烈耶夫所在的3营掷弹兵连以及两门火炮位于主街，别的街上还有其他几门炮。来自另一个师的猎兵团也位于克拉斯内镇内部。步兵列成纵队部署在小镇后方，按照杜申克维奇的说法，他们列成了“全间距营纵队”。

第50猎兵团1营和配属给它的两门顿河哥萨克炮留在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大道上，位于克拉斯内后方大约16俄里（约17.07千米）处。事实证明，涅韦罗夫斯基所部是在这一方向上保护斯摩棱斯克的唯一兵力，而他面临的却是将要进攻该城的拿破仑主力军。充当法军先锋的是缪拉元帅麾下的骑兵军，他们在克拉斯内遭遇了涅韦罗夫斯基所部。

敌军先头部队想要立刻攻入克拉斯内镇，但俄军挫败了这一意图，于是，敌军开始包抄俄军。猎兵被迫放弃小镇，颇为混乱地退往步兵团所在地，此后，涅韦罗夫斯基所部也开始全面退却。步兵刚刚开始后撤，就丧失了其他兵种的支援：无数法军骑兵击溃了哈尔科夫龙骑兵团和2个哥萨克团，重炮连的12门火炮里有5门或7门被敌军缴获，其余火炮则和龙骑兵一道退出战场。尽管如此，孤军奋战的步兵还是能够逃出生天。

这场战斗的亲历者在提到涅韦罗夫斯基所部步兵如何退却时说法有所不同。杜申克维奇在1812年只有15岁，他认为所有步兵在穿过距离克拉斯内3俄里（约3.2千米）远的隘口后就列成了一个巨型方阵。他写道：

我直至今日都铭记着涅韦罗夫斯基的鲜活形象，他把剑拔出来，在骑兵冲来时绕着方阵骑行，作为一位上司，他自信地一再给下属重复命令：记住你们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这么做，就没有骑兵能够打败你们，对准面前的敌人，不要匆忙开火，要准确射击；第3列要以正确方式传递步枪，在我发出“警报”之前绝不要开火。一切准备都已完成，敌军从两面涌了过来，顷刻之间就击退了龙骑兵，砍倒了一半的炮兵和掩护炮兵的人员，后者以步兵那过于自信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把骑兵放进步枪的最近射程才开火。方阵毫不理会附近那混乱的局面和［骑兵］快速追击［俄军］的情况，它沉默、整齐地立在那里，好像是一堵墙一般。“警报”命令下达后，鼓声接踵而来，准确的会战射击快速轮转——方阵周围那骑在马上的高傲敌人立刻倒在了地上……一名上校带着几个大胆的家伙……冲向方阵一角，结果倒在了刺刀上；发起冲击的［敌军骑兵］横队遭遇了不可思议的抵抗，迅速掉头，然后飞快地跑开……［原文已省略］用射击打退敌军后，涅韦罗夫斯基像英雄一般称颂他的部下，他高兴地说：“看吧，小伙们，整齐划一的步兵能够多么轻易地打败骑兵！我感谢你们，恭喜你们！”可以听到士兵用整齐的、连续不断的“乌拉”和“乐意努力”回复他，双方互相道贺。

法军骑兵徒劳地继续发起冲击，不断轮换参战部队，但都被轻松击退。迈出的第一步值得大肆纪念！就这样从下午2时一直战斗到晚上7时，敌军有时还会用缴获的火炮向我军发射我军的霰弹，惊讶的法军“护送”着我军的密集队形。我们在退却途中遇到了几处细枝条编成的篱笆和无法绕过的堤坝，要是没有这些障碍物，我军就能够维持队形，也就不会蒙受那些虽然无足轻重却也不容忽视的损失了；但是，每当我军有一人战死、负伤或被俘，就必定会有5名法军付出代价。
[174]



安德烈耶夫描绘的图景则没有那么令人神往。他同样表示所有步兵列成了一个密集的队形，但按照他的说法，那更像是一个拥挤的人群：

从镇里逃出的猎兵——也就是分散在野外的我们营和第49团——开始在这里跑向步兵纵队，而它们也合成了一个密集纵队……你当然可以将它称作人堆，因为部队在逃到一处后没人想要重整队形，没人打算列成纵队或方阵……我们就像是一群羊，总是被赶成一堆，而在遭遇敌军冲击时，这个轮廓都没有的队形就用会战射击迎击，甚至都不让敌军迫近刺刀。战场地势开阔平坦，是适宜驰骋的地方。我们的一个不幸就在于敌军不让我们行经大道，自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起，大道两旁就密集地栽种了两列白桦树，那本可以阻止很多敌方骑兵与我方交战。敌军起初利用从我军手中缴获的火炮发射了几发实心弹和一发霰弹，但由于他们杀死了驭手砍掉了马具，因此无法搬运火炮，只能将之留在原地。

他们的射击打死了多达40名我军人员，还导致其他人负伤，我的一名火枪兵也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但他依然用另一条胳膊持枪。在我军后撤期间，一名波兰校官骑着一匹暗栗色良马四次迫近；他冷静地疾驰到我们旁边，劝说士兵投降，不仅炫耀他们的兵力，还表示既然我们终究会被俘，那现在的努力只不过是徒劳。可他的勇敢毫无意义，我们的军士科尔马切夫斯基［Колмачевский
 ］一边走一边据枪瞄准，这位勇士于是倒了下去……冲击仍在继续，但我们用火力还击了回去。简而言之，我们且战且退，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晚上8时，走了整整25俄里（27千米），所走的每一步都经历了战斗。我们在晚上8时走上了大道，树林也出现在视野里，它前方还有一道既高又长的山岭，沿着平行于我军的方向延伸，我们的师长事先在这里部署了一支预备队，它包括我们团的一个营和携带了两门顿河炮的哥萨克，猎兵营将猎兵和拦下来的龙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哥萨克则从高地上朝敌军开了几炮。法军以为这是一支拥有步兵和炮兵的庞大预备队，他们看到了后方的树林，而且发现黑夜也即将降临，于是停了下来。我们从我方部队身边走过，开始让各个团依次排开并恢复队形，赶往仅仅15俄里（约16千米）开外的斯摩棱斯克。
[175]



上述记载之所以会存在分歧，原因可能在于杜申克维奇是从步兵团的视角描述战况，而步兵团早在战斗之初就已在克拉斯内镇后方列成了完备的队形。安德烈耶夫则是从猎兵的视角描述战况，战斗打响时，猎兵要么在小镇前方散开，要么位于小镇内部，而后被迫退往步兵所在地，根据他的说法，退却情况还颇为混乱。此外，杜申克维奇详细描述了俄军如何击退敌军骑兵的第一轮冲击，而安德烈耶夫则更像是在描述他对这一整场退却的总体印象。

除此之外，帕斯克维奇将军也对这场战斗有过记载，其内容显然源自涅韦罗夫斯基的转述。帕斯克维奇还提到了退却过程中的某个节点“我军的各个团不加区分，混杂成一个纵队……”
[176]

 。涅韦罗夫斯基本人则提到他在5个小时内后撤了12俄里（约12.8千米），损失了大约1200名士兵和20名军官。此外也简短地谈到了退却本身：

我预见到这一点，事先让1个营、2门炮和1个哥萨克团据守一段隘路，也就是这段林间隘路。这拯救了我部，敌军此后就不敢继续追击了。
[177]



涅韦罗夫斯基的步兵在退却途中击退了敌军骑兵的数十次冲击。根据符腾堡骑兵军官俾斯麦的说法，缪拉元帅在此战中的指挥存在严重缺陷——他只是命令一个又一个正在迫近战场的骑兵中队冲击俄军，这些中队也一个接一个地冲上前去，团长和将军都失去了控制力，骑兵里几乎已经不存在什么指挥，因此，骑兵战斗毫无秩序。
[178]

 但帕斯克维奇和叶尔莫洛夫也认为涅韦罗夫斯基不应当采用巨型方阵，而应当像俄土战争中那样在多个小型方阵或纵队间部署炮兵。
[179]



涅韦罗夫斯基的部队是幸运的，敌军步兵并没有追上正在退却的俄军步兵，敌方也只有一个炮兵连能够投入战斗，而且就连这个炮兵连也无法大有作为。克里斯蒂安·弗莱施曼（Christian Fleischmann）在1812年是符腾堡骑炮兵里的一名中尉，他表示自己的连（符腾堡第2骑炮连）朝着相隔100步的俄军开火，仅仅打了一轮霰弹就在密集的人群中造成了恐怖的杀伤。这次射击刚结束，几个骑兵团对俄军发起冲击，但依然被击退。此后，缪拉让骑兵连续不停地展开冲击，导致骑炮连根本无法施展手脚。
[180]

 
⑦





步兵与炮兵



为了减少敌军炮火给步兵带来的损失，俄军采用了诸多方法。《步兵军官先生的教令》中详尽地描述了步兵在面对敌方火力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如果某个团或某个营奉命在敌军炮火下就地列队坚持，连长就应当站在全连前方监视士兵，严禁士兵躲避炮弹，如果无法让士兵意识到躲避炮弹是耻辱，那就可以尝试采取惩戒措施。对一支部队、一个团而言，就算炮弹朝它飞来，也没有什么比弯腰躲避一发炮弹更可耻了。敌军看到这种情况后会受到鼓舞。倘若指挥官发现让部队前进几步就可以离开正在遭到炮击的位置，那么，如果他此时不用和其他团保持齐平，就可以向前移动，［移动时］不要慌张，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一步。有时候，就算一个团本身没有参与什么作战行动，但在炮火下保持镇定的团会以其无畏、齐整的姿态给全军带来莫大的好处。
[181]



如你所见，如果步兵遭遇了炮击，那么就可以让步兵离开最危险的敌方，以此减少损失。应当注意到“几”这个词在当时指代的数目远比现在多。如果部队待在原地，敌军炮兵还能做到准确射击，但部队运动“几步”就足以迫使他们重新瞄准。

安东·伊万诺维奇·安东诺夫斯基（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Антоновский
 ）在1812年是第26猎兵团里的一名尉官，他描述过这场战争中自己的第一次作战任务：在亚库博沃战斗（1812年7月18日/30日）中率领一个猎兵排支援两门火炮，并把猎兵部署在火炮后方。交战一段时间后，一发实心弹挫伤了安东诺夫斯基，不过他很快就苏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排已经分成两部分部署在火炮两翼。他提出了质疑，但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士告诉他，位于火炮正后方的猎兵会为敌军炮兵提供好靶子。安东诺夫斯基赞同这一说法，猎兵在这个阵地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骑炮连连长伊万·奥努夫里耶维奇·苏霍扎涅特（Иван Онуфриевич Сухозанет
 ）——安东诺夫斯基的猎兵正是负责支援他的火炮——骑马赶来，建议他将猎兵排部署在附近的一块凹地里。敌军出动一小支步兵打算袭击炮兵，但安东诺夫斯基依靠突然且适时的反击将其击退。

后来，第26猎兵团在1812年7月19日/31日的克利亚斯季齐（Клястицы
 ）会战中负责支援一个炮群。该团起初在火炮后方列成纵队，可敌军后来开始轰击俄军炮群，许多炮弹落到了猎兵中。安东诺夫斯基表示该团团长洛金·奥西波维奇·罗特〔Логин Осипович Рот
 ，其法文姓氏为德·罗特（de Roth）〕——一位效力于俄军的法国人——采取了如下措施：

罗特上校挥舞着一把他在战斗中一直使用的土耳其弯刀，环绕纵队走动，他不断地要求士兵站在原地不动，不要在法军实心弹面前弯腰屈膝，发现那些“崇拜者”之后就挥刀冲上去，威胁要把他们砍成碎片。军官们奉命立刻让人填补队列里的缺口，以确保各排维持队形。他命令中的一切都必定得到了执行，尽管每一分钟都有炮弹掀翻队列里的一整个伍，可队形还是像一开始那样。在旁人看来，这种情况似乎难以置信，但对罗特而言，这不过是小事情。

我们的勇士忍受着实心弹和榴弹的弹雨，在军士们的命令下根据新兵训练中学到的各种规则由纵队展开成横队。他吼了起来，甚至去诅咒那些脚步太慢没能及时保持齐平的排。军官们让部队就像在演习中或团练兵场上一样列成横队……从那一刻起，［我们］学会了忘记死亡、无视死亡……

罗特看到一切如他所愿顺利完成后，相当高兴，全团也发现我们在向右机动中实现了离开最危险地段的目标。
[182]



在第二次波洛茨克会战中，基里尔·费奥多罗维奇·卡扎奇科夫斯基（Кирилл Фёдорович Казачковский
 ）将军的副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库涅夫中尉于1812年10月6日/18日率领一个步兵营被3门敌军火炮轰击了几个小时，但奥库涅夫观察了敌军炮弹飞行方向，让这个营频繁地左右短距离移动，最终仅有2名士兵战死、1名军士负伤，还有1名掷弹兵的枪托被砸坏。
[183]



然而，正如梅杰姆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战术教科书中所说，俄军中还有更多的战例表明暴露在炮火下的部队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减轻不必要的伤亡。
[184]

 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的情况。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梅舍季奇（Гавриил Пётрович Мешетич
 ）——此人在1812年是第2重炮连（该连隶属于第11步兵师麾下的第11炮兵旅）的一名军官——写道：

[俄军］步兵带着装备大口径火炮的半个步炮连投入战斗，击退了［敌军］骑兵，但敌军发觉这一情况后就让许多火炮朝这里开火，那半个步炮连抗击敌军很久，可人员和马匹的损失导致它彻底陷入混乱，有些火炮也惨遭毁伤，炮兵指挥官科特利亚罗夫中校先生以及两名将军——他俩是［步兵］团长——也当场战死。
⑧

 就在那时，诸多敌军火炮用实心弹轰击一个正往树丛里后撤的步兵营，成个成个的伍被残酷地从横队中集体抹去。有人向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报告这种浪费、虚掷人命的情况后，他站在白桦树下一边抽烟一边答道：“站着死。”在必要情况下光荣赴死的确是好的，但当时更有必要珍惜人力，如果这个步兵营依托树丛的掩蔽，就可以展开顽强抵抗，在敌军队列中造成大量杀伤。一个轻炮连前来增援，可它先是在距离步兵营不远的地方无畏地与数量三倍于己的敌军火炮交火，然后被骑兵的一轮猛烈冲击打散，该连人员损失很大，几乎所有军官都受伤或被俘。尽管如此，隐蔽在树丛里的步兵还是坚持到入夜为止，他们让敌军无法推进一步，最终迫使敌军决心在树丛中投入大量散兵，但我军散兵还是展开了顽强抵抗。
[185]



拉多日茨基当时身处第3轻炮连，该连同样隶属于第11炮兵旅，此人同样提到过这场会战。他在此战中指挥两门火炮与全连主力部队分开，前往左翼独立作战。他指出其中一门火炮不幸受损（炮车车轮被毁），而且弹药也已耗尽。拉多日茨基于是找到连长，请求他补充一门火炮和相应的弹药，可他得到的答案是全连都被击溃了。按照拉多日茨基的说法，连长亲自跑到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将军那里：

中校随后赶赴奥斯特曼伯爵所在地，开始向他报告自己的连已有许多炮手战死，还有许多火炮受损严重，已经无法继续投入战斗。“阁下，您要给我下达什么命令？”伯爵抽着烟突然答道：“用剩下的火炮继续射击。”此时，又有人问伯爵，敌军炮弹已经导致步兵死亡惨重，为什么不命令他们移走呢？“站着死！”伯爵坚决地答道。第三名副官抵达之后刚想对伯爵说些什么，就突然被一发实心弹削掉了手掌，那只手从伯爵身旁飞过。这位焦虑不安的军官从马上摔了下来。“照顾他！”伯爵说完之后转身打马离开。在身边一切都陷入混乱的时候，指挥官展现出这样一种忠实于俄罗斯人天性的、毫不动摇的意志，它表明降临到祖国的灾难已经触怒了他。看着他，每个人都坚定了内心，返回原地准备赴死。
[186]



如你所见，来自同一个旅的两名炮兵军官以不同方式记载了著名的“站着死”场景。可以说，在这场会战中，“站着死”终究是有必要的，俄军在奥斯特罗夫诺需要阻击拿破仑的先头部队，以便为主力军的退却争取时间。

至于奥斯特罗夫诺会战，当时被派到奥斯特曼那里的沃尔德马尔·冯·勒文施特恩做过一个有趣的评论：

我深感惋惜地目睹了奥斯特曼的典型做法，他漫无目的地牺牲了自己的军。关于自己应当去做什么，他过于优柔寡断，且不会听从麾下任何一位将领的建议……伯爵一贯具备勇气，这毋庸置疑，可他并没有凭借自身力量指挥一个军独立作战的能力。
[187]



勒文施特恩在记载博罗季诺会战时也对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军事才能下了饶有趣味的断言：

奥斯特曼伯爵尽管和他的剑一样英勇，却并不具备优秀将领所需的才能。他非常优柔寡断，当他沉浸于战斗后，特别是在他将所有部队投入［战火］后，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所有职责，随后就把一切交给了运气。在他看来，自己的职责至此就已履行完毕。对他来说，战斗和杀戮是最重要的。他并不知道“战斗与相互杀戮”和“在适当的场合和地点展开战斗”之间存在的差异。

此时［会战当天下午］，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地沉浸在战斗中。这就是他的战术。可他并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做出任何部署，而且他根本没有预备队。最大的不幸正在于此：这种冷静的英勇品质并没有和军事才干结合起来，它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却只能取得零星的战果。
[188]



如果你相信日尔克维奇——此人在拿破仑战争中是一名近卫轻炮兵军官——的说法，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在另一个显然并不合乎时宜的场合说出了他的“站着死”。日尔克维奇表示自己在库尔姆会战30年后从叶尔莫洛夫那里听到了这则故事，在德累斯顿会战结束后，法军尝试在联军撤退途中包抄奥斯特曼-托尔斯泰麾下的俄军部队，库尔姆会战就此打响。叶尔莫洛夫当时敦促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及时后撤，可他答道：“哦！我从不会无功而返！寸步不退！你们都是懦夫！就地站着死！”叶尔莫洛夫表示他差点就把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当场拖走。
[189]

 然而，这个故事出现在事件发生30年后的私人谈话中，而且还经过了其他人的转述，因此不算非常可靠。此外还应当注意到，奥斯特曼-托尔斯泰那不可动摇的刚毅性格最终在库尔姆会战中发挥了正面作用。

总的来说，关于俄军部队在面对炮火时的典型做法，拿破仑军队中的某些军官对此秉持负面态度。以法国军官费利克斯-让-马里·吉罗·德·兰为例，他在1812年曾担任第4步兵师师长约瑟夫-马里·德赛（Joseph Marie Dessaix）将军（该师隶属于达武元帅的第1军）的副官，他在回忆录中讲述过萨尔塔诺夫卡战斗中大道上的战况，当时，俄国第7步兵军军长拉耶夫斯基将军正指挥该军第12步兵师沿着大道与法军交战：

直到10时左右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有少数敌军［在战场上］出没。可就在那时，我们突然看到相互之间靠得很近的密集纵队先头部队［têtes de colonne serrées en masse］从树林里同时涌出，他们似乎是决心越过冲沟杀奔我军。［我军用］一阵极为猛烈的枪炮火力迎击敌军，让他们停了下来，一连好几分钟待在原地不动，就这样承受着炮轰和枪击。这又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俄国人的机会，正如他们所说，［俄军］就是非得毁掉的墙壁！俄国士兵在炮火下的确表现得令人尊敬，杀掉他也比让他撤退容易。但这主要源于苛刻的纪律，也就是士兵对上级的盲从。一般而言，俄国士兵既不会以自己的冲力将战友带上前，也不会以自己的逃跑把战友往后扯；他就留在指定给自己的地方，或是待在抵抗特别强烈的地方。这种消极、愚蠢的服从也呈现在等级森严的各级军官的习惯性举动当中，所以，即便一支不幸的部队被部署到会遭到火炮纵射的阵地上，只要指挥官没有接到上级发来的转移阵地的命令，它就仍会毫无必要、徒劳无益地暴露在炮火下。法国人的性格中并不包括这种对纪律约束的盲从：我们可以在我军战史中频繁看到重要交战的命运取决于区区几个尉官的自由发挥，而且，法国军官会毫不犹豫地改变部署方式，让部队尽可能少地因敌军火力蒙受损失，也会利用哪怕是最小的空间、最轻微的地面起伏为部队提供掩蔽。他在这么做的时候用不着等待上级命令，但在转移阵地时也会倍加小心，以防敌军获得优势。
[190]



尽管如此，仍有记载表明俄军步兵在博罗季诺利用地面的凹陷和冲沟躲避炮火。尼古拉·叶夫斯塔费维奇·米塔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Евстафьевич Митаревский
 ）在1812年是第12轻炮连（该连隶属于第7炮兵旅，该旅又配属于第6步兵军第7步兵师）的一名尉官，按照他的说法，对身处拉耶夫斯基炮垒附近那半个连的炮兵来说，他们平时虽然看不到步兵，可到了真需要他们的时候，步兵就从地里冒了出来。
[191]



如果步兵需要在炮火下原地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士兵也有可能奉命卧倒——一些博罗季诺会战的亲历者的确提到过这样的命令，其中包括时为叶尔莫洛夫副官的格拉贝和芬兰近卫团的马林（Марин
 ）少尉。根据马林的说法，当天一早，芬兰近卫团就被部署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和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之间的某个地方，他发觉自己遭遇了相当猛烈的炮击，但也提到几乎所有敌军炮弹都从头顶上飞过，在战斗中的某个时刻，该团接到了全体卧倒的命令，但马林并没有明确指出这道命令是否得到了执行。
[192]

 格拉贝表示，在俄军从敌军手中夺回拉耶夫斯基炮垒后不久，叶尔莫洛夫就派他向步兵传令，要求他们卧倒在地，但所有人都保持站立，拒不执行这道命令。
[193]

 安东诺夫斯基提到第26猎兵团在第一次波洛茨克会战的第二天负责掩护炮群，而且他们都奉命卧倒在地以减轻敌军炮火杀伤。
[194]



一位匿名作者在发表于《军事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步兵习惯于得到己方火炮支援，有时候会因为没有火炮而害怕投入战斗。
[195]

 帕斯克维奇将军提到，他在萨尔塔诺夫卡战斗中注意到两个法军步兵营突然出现在他麾下部队的后方，帕斯克维奇命令波尔塔瓦步兵团冲击敌军，但士兵们迟疑不决，他在一再下令后听到有人说：“要是我们身边有炮就好了。”帕斯克维奇命令士兵就地坚守，然后疾驰到炮兵所在地，带来了4门火炮，将它们部署在波尔塔瓦团后方，然后命令该团退却。看到这个团撤退，法军高呼着“前进”冲了上来，此时波尔塔瓦团朝两边散开，4门火炮随即朝着法军倾泻霰弹，法军出现了混乱，停下了脚步。帕斯克维奇随后再度下令波尔塔瓦团“前进”，按照他的说法，士兵们冲上前去，击退了法军，其速度快到让他很是花了一番功夫才让部队停下来归位。
[196]





战斗队形



俄军的步兵师由若干个步兵旅组成，每旅下辖两个团，而且通常会有一个团的团主兼任旅长。至于这种指挥架构在战斗中如何运作，相关信息实在太少。此外还有一些史料表明师长会直接给各团发号施令，比如说帕斯克维奇将军在萨尔塔诺夫卡战斗中的做法和卡普采维奇将军（他在1812年是第6步兵军第7步兵师师长）在博罗季诺会战里的行为。
[197]



俄军步兵在1812—1814年的典型做法仍是摆开两条相隔300步或100沙绳（略长于200米）的战线，不过，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步兵战线前后距离仅有200步（约150米）。
[198]

 正如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会战前颁布的命令所述，预备队中的步兵得列成疏开的营纵队（全间距纵队），而且同样也要摆出两条战线。
[199]

 然而，1812—1814年的俄军材料中并未提及曾用于1807年艾劳会战和海尔斯贝格会战的那种步兵战斗队形。

有位匿名作者于1810年发表在《军事期刊》上的文章里指出，如果某个团的一个营位于第一线，另一个营则位于第二线，这两个营前后相继，那就会造成相当大的不便：如果需要将若干部队转移到其他地段，调走一个团或几个团，就会在战线上留下一个缺口。然而，如果想要用仅从第二线抽调步兵营的做法避免出现缺口，那就会抽出源自不同团的营。
[200]



1812年的步兵师在列成战斗队形时通常会让一个旅位于第一线，另一个旅位于第二线。
[20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写道，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步兵师列成了三条战线：第一线有2个猎兵团，第二、第三线各有2个步兵团。
[202]

 猎兵旅在会战之初通常位于步兵旅战线前方，而且猎兵有可能会向前推进很远。猎兵营会抽出部分兵力列成散开队形，掩护全师正面，然后退到由步兵团组成的战线之外。在1812—1814年的某些会战——其中也包括博罗季诺会战——中，有的猎兵团会脱离所属的师独立投入战斗。

符腾堡的欧根指出，在1812—1814年之间，步兵师的常用队形由3条战线组成，每条战线各辖4个营，每个营都列成一个纵队。
[203]

 不过，他前文中描述自己麾下的第4步兵师在博罗季诺的战斗队形时却提到了各辖两个步兵团的两条战线（师里的猎兵依然留在俄军右翼，但步兵团转移到了中央和左翼）。从中显然可以看出，在谈到俄军步兵常用的三线队形时，符腾堡的欧根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都将猎兵团视为第一线。在1812—1814年诸战局中，猎兵团往往只会抽调部分兵力充当散兵，其余人员依然列成紧密队形，所以猎兵也会组成一道完整战线。如果将猎兵团从步兵师中抽调出去，那么步兵团就会列成两条战线。

当大部队列成战斗队形时，各个师通常会左右相连。不过有时也会前后相继，此时前后两个师可以身处不同战线当中，比如说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的第11步兵师位于第一线，第23步兵师则位于第二线；博罗季诺会战中，在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后方的俄军部队里，沃龙佐夫将军的混合掷弹兵师位于第一线，涅韦罗夫斯基将军的第27步兵师位于第二线。
[204]



第二线需要为第一线提供支援，而在第一线陷入混乱或被击退的情况下，第二线就应当立刻上前轮换，也就是接手第一线部队的阵地，使其有机会重整队形。各条战线中的步兵营有时的确会排成交错队形，而且这不仅发生在退却中，也出现在进攻阶段。
[205]

 这种做法能够让部队较为容易地完成越线换防——第一线穿过第二线后退或第二线穿过第一线前进，因为各个步兵营届时只用以纵队径直前进或后退。此外，当步兵营交错排列后，如果遭遇敌军骑兵冲击，那么列成方阵的各个步兵营还可以展开交叉射击。
[206]



如前所述，若米尼在他1810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主张在攻击敌军要点时将步兵排成两条战线，而且每个营都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第二线步兵营要位于第一线步兵营横向间隔的正后方，也就是各个营交错排列（见第五章“横队与纵队”图18）。1811年，《军事期刊》上刊登了该书内容的俄文节译版本，其中也包括了上述段落。
[207]

 这一主张可能对其他军队的步兵战斗队形也产生了影响。比如说，普军的1812年步兵条令中就规定了让各个步兵营交错排列的做法。
[208]



然而，符腾堡的欧根表示，在1812—1814年之间，俄军并没有频繁地让各个步兵营列成交错队形，这种队形与其说是惯例，倒不如说是例外，其原因就在于步兵营在行进中——特别是进攻期间——难以维持恰当间距。此外，按照欧根的说法，当部队执行越线换防时，第二线要留在原地，第一线从第二线间隙里穿过，这时，第一线步兵营的撤退路径究竟是与第二线垂直还是略有倾斜并不重要。
[209]

 尽管如此，一些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版的战术手册仍然建议军队使用交错队形。
[210]





散开队形



1810年，《军事期刊》上刊登了一篇有关猎兵战术的文章。它的匿名作者表示自己是一位猎兵军官，还是某个猎兵团的团长。他指出，轻步兵如果没有纪律就毫无用处，每一位猎兵都需要接受良好的瞄准射击训练，他需要节约弹药，不慌不忙地射击，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敌方军官和炮兵。此外，他还表示，没有效果的射击反而会激发敌方的士气。猎兵在进入散兵线后不能往前走太远，他需要协助与自己配对的战友，不应当在战友装填完毕之前开火。猎兵在进攻时应当快速前进，但在退却时则要缓慢后退。
[211]

 他主张在有必要让一整个营或团散开战斗的场合至少把两个排留作后方预备队，也就是散兵线两翼各部署一个列成密集队形的排。
[212]



按照文章作者的主张，如果猎兵在开阔地带遭到敌军骑兵的攻击，就应当列成方阵缓慢后退。如果敌军派出侧卫骑兵（马上散兵）诱使猎兵射击，那就只能让精选射手朝他们开火，而且射击距离不得超过150步。如果敌军骑兵列队冲击方阵，猎兵就要在骑兵迫近到相距150—200步时以伍为单位开火（文章作者认为不应当让猎兵方阵的某一边展开齐射或以排为单位的射击）。
[213]



1811年，一份名为《论猎兵训练》（О егерском учении
 ）的步兵条令的补充文件得以面世，它规定了一种将猎兵营列成散开队形的新方法。也就是6个中央排的第1列和第2列人员应当列成散开队形，第1列组成位于前方的第一条散兵线，第2列组成位于后方的第二条散兵线，这6个排的第3列人员则重新列成二列横队，留在正后方充当预备队。第1排（右翼排或掷弹兵排）在散兵线右翼之后留作预备队，第8排（左翼排或射击兵排）在左翼之后留作预备队。在某些场合下，射击兵排也可以在猎兵营变换队形期间投入散兵战保护大部队。散兵线中的士兵应当结对作战。每对散兵都应当相互保护、交替开火，其内部间距必须是1步。在普通散兵线中，相邻两对散兵的间距是2步，“双散兵线”中则是5步。散兵线中的猎兵可以采用各种射击姿势——立姿、跪姿乃至卧姿，散兵也不需要严格保持队形齐平。所有士兵都要接受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身和以跑步（每分钟150—200步）完成机动的训练
[214]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方法在实战中的使用频率有多高。巴格拉季翁在1812年6月25日/7月7日发给第二军团的一份命令中规定：“在交火中，除去翼侧有树林的场合——那里可能会存在埋伏——都应当尽可能少地派出散兵。”
[215]

 第1军团参谋长叶尔莫洛夫在博罗季诺战前签发的作战计划中规定：

军长们……应当给猎兵团团主和团长脑中灌输以下观念：在会战开始之际，应当尽可能少地派出散兵，保留更替散兵线人员的小规模预备队，让其余部队列成纵队留在后方。散兵的惨重损失并非源于敌军巧妙的作战行动，而是源于将太多的散兵暴露在敌军火力面前。总的来说，应当尽量避免交火，它无法带来任何重要战果，却会在不经意间造成可观的人员损失。
[216]



可以在俄军于1812年发布的其他命令中找到类似的主张——不要派出太多的散兵，库图佐夫在1812年11月5日/17日签发的攻击克拉斯内附近法军的作战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17]

 巴克莱在他于1813年7月底/8月初发布的《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以下简称《总教令》（Общем наставлении
 ）〕中指出，太过密集的散兵线会成为敌军的好靶子，而且由于密集散兵线在射击时会带来浓浓的烟雾，散兵的火力也不够有效。教令中对此还有如下阐述：

……如果有必要抽调散兵，那么，在被指派去参与散兵战的部队当中，就只应当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列成散开队形；另外三分之一的兵力应当在散兵线后方列成若干小队，以便增援散兵线；余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亦即第三部分应当作为第三线，列成普通横队，充当主预备队。总的来说，要给我们的轻步兵灌输如下信念：不要长时间卷入交火，要是敌军散兵胆敢贸然前进，就要用刺刀打败他们，俄国军人在刺刀战上总是拥有优势。
[218]



如你所见，巴克莱并没有使用官方规定的双散兵线，而是主张使用一条稀疏的散兵线，并在散兵线之后一定距离处设置多支小股预备队，更后方则设有一支列成常见的密集队形的大规模预备队。这种战斗队形类似于其他欧洲军队步行散兵使用的队形。后文也将谈到巴克莱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同样对双散兵线表示反对，他依然表示自己青睐配有若干小股预备队的单散兵线。

回忆录和战报中既出现过单散兵线，也出现过双散兵线。比如说，拉多日茨基就记载俄军于1813年4月27日/5月9日在德累斯顿阻击法军渡河的情形。他起初在位于后方的散兵线上指挥两门火炮，后来又进入了位于前方的另一条散兵线。他还描述过1813年9月1—3日/13—15日在诺伊施塔特（Neustadt）附近发生的小规模战斗，当时，大约300名猎兵和200名哥萨克排成了两条散兵线，后方大约1.5俄里（1.6千米）处还留有小股预备队，不过从他的描述来看，第二条散兵线似乎完全由哥萨克组成。
[219]

 拉多日茨基有时候会使用复数形式的“散兵线”（цепи
 ），
[220]

 这指的可能就是双散兵线，因为他在其他某些场合还使用过单数形式的“散兵线”（цепь
 ）。
[221]

 包括拉多日茨基在内的若干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及位于散兵线后方的小股预备队。
[222]



散兵线通常位于第一条步兵战线前方200—300步处。根据布特尔基步兵团军士波帕季切夫的回忆，在1812年战局初期的斯莫尔贡（Сморгонь
 ）战斗中，负责掩护步兵主力退却的大约100名散兵就位于步兵战线前方大约200步处。这些散兵遭到了敌军骑兵的冲击，一些人不幸被俘——其中也包括波帕季切夫本人。
[223]

 拉多日茨基也曾提到猎兵在密集队形前方100沙绳（亦即300步，略多于200米）处列成散开队形（1813年8月9日/21日）。
[224]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版的教令和手册中规定的距离是200—300步（142.2—213.4米），
[225]

 如果双方都没有向前推进的话，那么甚至会建议采用高达400—500步（284.4—355.5米）的距离。
[226]

 援队或小规模预备队应当部署在散兵线之后60—200步处（通常是80—100步），而且应当尽可能依托地形地物隐蔽起来。
[227]



和此前数次战局类似的是，猎兵在1812—1814年间通常会以散开队形作战，而且尤其要承担灌木、树林、村落和起伏地形上的战斗任务。
[228]

 会战中的猎兵一般在步兵团前方作战。比如说博罗季诺会战之初，猎兵的散兵线就几乎覆盖了俄军的整个战线。在某些敌军以重兵发起进攻的地段，比如说拉耶夫斯基炮垒前方的谢苗诺夫斯基溪一带，猎兵就战斗了一个多小时，使得法军无法迅速迫近俄军主要阵地，然后才撤退到步兵团组成的战线后方（参战猎兵是第7步兵军的猎兵团）。
[229]

 猎兵在其他某些地段则几乎以散开队形战斗了一整天，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以南树林里的战斗便堪称其中的典型（参战部队为第11、第20、第21、第41猎兵团）。

猎兵通常会以排、连或分营为单位投入散兵战，各排、连、分营在战斗中交替轮换。
[230]

 马耶夫斯基在1813—1814年担任第13猎兵团团主，他表示自己麾下的猎兵在克拉奥讷会战中采取了如下方式：一半的猎兵排进入散兵线，另一半的猎兵排留作预备队。
[231]

 在某些必要情况下也可以将整个猎兵团列成散开队形，此时可以将两个连留作预备队（两翼后方各自保留一个连）。
[232]

 在控制位于散开队形中的猎兵时，指挥官会用军鼓发号施令。
[233]



与此同时，猎兵也经常以密集队形参与战斗。某些无须出动由步兵团和掷弹兵团组成的主战线的特殊任务往往由猎兵团负责执行。比如说，巴克莱在博罗季诺就命令第19、第40猎兵团〔即第6步兵军第24步兵师下属的一个猎兵旅，旅长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武伊奇（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уич
 ）上校〕驱逐越过科洛恰河的敌军步兵，
[234]

 不过正如上文引用过的彼得罗夫回忆录所述，第1猎兵团已经率先抵达战场并完成任务。

猎兵团也会充当某一特定部分的预备队。在博罗季诺会战期间，第7步兵军军长拉耶夫斯基就得到了3个猎兵团的援军——其中也包括上文提及的第19、第40猎兵团。拉耶夫斯基将猎兵作为预备队使用，这些团在夺回炮垒——这座炮垒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35]

 猎兵团在战役中时常会和所属的师分开，编组成由若干个团组成的独立集群，就像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系列交战中那样，猎兵集群会在前卫或后卫部队中参与战斗。
[236]

 在1812年追击拿破仑麾下军队期间，前卫部队中的猎兵有时会骑上哥萨克的多余战马以增强机动力。
[237]



到了1812年，许多猎兵团已在此前诸多战局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而能够颇有成效地作战。潘捷列伊蒙·叶戈罗维奇·别纳尔多斯（Пантелеймон Егорович Бенардос
 ）将军和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谢尔巴托夫将军在他们的戈罗杰奇纳战报中都提到了第28猎兵团成功地展开了散兵战。
[238]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少将提到第20、第21猎兵团（来自科诺夫尼岑将军的第3步兵师）在卢比诺（瓦卢季诺山）会战中挡住了敌军散兵：

敌军派出的散兵竭尽全力地想要把我军猎兵从大道两旁的灌木丛中驱逐出去，为他们的纵队清扫道路，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这些企图全都落了空，我军猎兵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面对敌军寸步不让。
[239]



关于俄军散兵的作战效力，还可以从敌军的日记、札记和回忆录中找到若干信息。当时隶属于法军第18战列步兵团（该团隶属于奈伊元帅的第3军第11步兵师）的博内上尉在日记中指出，他的连（第4营掷弹兵连）在瓦卢季诺山之战中以散开队形与俄军散兵（可能来自第20或第21猎兵团）交火达3个小时之久。按照博内的说法，子弹就像冰雹一样落在他们头上，全连当天共有2人战死、33人负伤，博内本人也受了3处挫伤（子弹并未划破皮肤的伤），不过他还是留在队列里。博内指出，俄军散兵的数量远多于他麾下的士兵，但这可能是习惯性地夸张而已。博内还提到，俄军散兵在这3个小时的持续交火中轮换了5—6次。
[240]



萨克森将领卡尔·威廉·费迪南德·冯·丰克（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Funck）指出，萨克森军队在比亚拉（Biala/Бяла
 ）战斗中遭遇了优秀的俄军猎兵：他们动作敏捷、射击准确，枪支射程也达萨克森步枪的两倍之多，因而给撒克逊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而且给军官带来了尤为巨大的威胁。
[241]

 根据俄方资料，上述参战部队应当来自第37猎兵团。
[242]



和此前诸多战局一样，在1812—1814年之间，投入散兵战的不仅仅是猎兵，俄军在必要情况下也时常从步兵团和掷弹兵团中抽调散兵。早在演习中，俄军就已预先试验过从步兵团里抽出部队充当散兵。比如说，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将军曾于1811年将部队集结到涅曼（Неман
 ）河畔别利察（Белица
 ）附近的营地〔位于利达（Лида
 ）以南〕里展开演习。参演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切尔尼戈夫步兵团、科波尔耶步兵团、苏梅骠骑兵团的3个中队和6门轻炮，第二部分包括穆罗姆步兵团、混合掷弹兵营、苏梅骠骑兵团的2个中队和4门轻炮。这两个部分在演习中展开对抗，步兵还需要特别关注在行军途中和就位后出动散兵掩护大部队。如你所见，猎兵并未参与此次演习，因此散兵只可能从步兵团和混合掷弹兵营中抽调。

根据科诺夫尼岑在演习前于1811年8月26日/9月7日下达的命令，散兵不得向前推进到距离“敌军”散兵150步以内。命令还对军官提出了如下要求：

要特别注重让散兵相信并学习利用掩蔽物的方法，了解如何潜行，如何掩盖部队的一切机动……

在夺取炮群时，必须采用绕道迂回手段，并用散兵线使其无从还手，在目前的战斗中，散兵通常会负责瞄准炮兵射击。
[243]



1811年，俄军就如何从步兵团和掷弹兵团内抽调散兵发布了一份官方教令。每个班要将最优秀的射手部署在该班中部的某个伍。发出信号后，这些射手就要前进并展开成散开线。与猎兵不同的是，这些射手将会以3人而非2人为一组投入战斗，各组的间隔则是5步。从营里抽调出来的散兵会在该营大部队前方80—100步处列成散兵线。他们需要接受3名军官的指挥：一名军官负责指挥全营散兵，另两名分别指挥其中一半。3人散兵组要交替射击，先由站在中间的散兵开火，然后是右侧散兵，最后才轮到左侧散兵，这样就可以保证3支步枪在任何时候都至少有2支保持装填状态。每当轮到其中某人射击，此人就要向前跑15步再开火，之后，如果散兵线要前进，他就待在原地装填，如果散兵线处于守势，他就得返回自己在散兵线中的位置。
[244]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份教令是否得到过执行。从1812—1814年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可以判断出，掷弹兵团和步兵团与从前一样采用多种方式抽调散兵：要么从步兵营里抽调一个连或排，
[245]

 要么募集志愿者，
[246]

 而且在某些场合下，同一个营在同一场战斗中甚至会同时采用两种方法。

我们同样不清楚掷弹兵连中的射击兵排被用作散兵的频率有多高。米塔列夫斯基提到，俄军在赶往小雅罗斯拉韦茨途中将步兵团里的射击兵排抽调出来与猎兵配合作战，他在另一段中又说俄军在某次行军途中曾将“射击兵小队”（стрелковые команды）
 派到敌军可能会出现的一侧。
[247]

 不过，应当注意到，米塔列夫斯基是一位炮兵，可能会用错步兵术语，此外，他的回忆录写于事件发生后半个世纪，目前笔者还不清楚他这里的“射击兵小队”指的是射击兵排还是团里选出的某些射手。

1812年颁行的《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中也有几条与散兵战相关的建议：

负责指挥大部队前方散兵的军官不应当在未得到团长或营长许可的情况下让散兵线前进。他必须尽可能地隐蔽士兵，但军官本人必须不断在散兵线上行走，以便监督士兵，观察敌军行动，判断敌军骑兵是否即将发起冲击。
[248]



一般而言，从步兵团和掷弹兵团中抽调的散兵通常负责保护列成密集队形的大部队，使他们免遭敌方散兵袭扰，
[249]

 此外也会被派去支援猎兵。不过，有时仍然需要让步兵营
[250]

 、掷弹兵营乃至近卫营中的多数人员列成散兵线。立陶宛近卫团2营营长季莫费耶夫写道，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率领2营坚守一座面积虽然不算大、战术意义却颇为重要的小山，还需要抗击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他让6个排散开，形成散兵线，只留下两个排（掷弹兵排和一个燧发枪兵排）作为预备队。季莫费耶夫以其一贯注重细节的态度描述了敌军的列队方式。他说敌军将两个营的轻步兵列成横队，横队左翼、右翼和两个营之间各部署了两门炮，横队左翼之后有两个位于第二线的步兵营，右翼之后也还有一个，此外，在全体步兵正后方还有一个掷弹兵纵队和一个龙骑兵纵队。为了欺瞒敌人，让他们高估俄军兵力，季莫费耶夫让那两个作为预备队的排变为二列横队，并将它们部署在小山后方。当敌军尝试向前推进时，季莫费耶夫就让预备队走上小山背坡，等到他们能顺着山脊看到下方敌军的腰部时就停下来，按照他的推算，敌军这时也只能看到预备队士兵腰部以上的部分。季莫费耶夫表示敌军停下来着手射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实力薄弱的预备队当成了某个庞大纵队的先头部队。他随后就命令预备队“向后转”，重返小山后方。过了一段时间，敌军再度尝试推进，但还是被同样的招数骗得停下来开火。
[251]



在博罗季诺会战的最终阶段，塔夫里达掷弹兵团某营将两个连列成散开队形，另两个连留作预备队。
[252]

 在1812年和1813年，俄军有时会将一整个营乃至一整个团列成散开队形。
[253]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将军在1815年6月1日/13日给他麾下第12步兵师签发的命令里规定了一种从步兵营中挑选散兵的新方法，沃龙佐夫还提到：“与散兵相关的一切几乎都源自我们最优秀的战士之一萨巴涅耶夫中将的笔记和规定……”沃龙佐夫在命令中要求每个连应当选出2名军士、1名鼓手和24名列兵作为散兵，而且应当从各个排里均等抽调散兵（也就是每个排抽调12名列兵）。从两个连中抽出的散兵应当指派一名军官指挥，另一名军官作为预备人员。如果全师处于防御态势，第一线的每个营在战斗之初只应当将四分之一的散兵（也就是24名散兵）抽调到大部队前方展开成散兵线，另外四分之一的散兵应当在散兵线和该营大部队之间充当散兵预备队，余下的一半散兵则要部署在步兵营密集队形后方。散兵线中的士兵应当两两配对作战，每一对里的两人交替开火。相邻两对散兵在开阔地带的间隔应当不少于12步。而在高低不平的地带，散兵应当利用地物掩蔽自身，根本不用考虑散兵线是否齐平。
[254]

 沃龙佐夫在这份命令中谈到的散兵线显然是设有预备队的单散兵线。

早在1815年之前，俄军就有可能在实战中运用过类似方法。沃龙佐夫在命令中提到的萨巴涅耶夫正是那位曾在1799年瑞士战局中指挥暂编志愿者营的军官，该营的士兵来自各个火枪兵团、营和掷弹兵团、营，总兵力约有300人。不过，萨巴涅耶夫关于散兵战的主张并不总能成功付诸实践，笔者将在后文对此深入讨论。

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种类似的散兵抽调方式已经在俄军中颇为盛行。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于1816年4月18日/30日颁发给巴克莱的诏书，可以推断出推广这种方式的正是巴克莱本人，诏书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根据你训练散兵的计划，我要求［你］从每个连的每个排里挑出12名最精干、作战技能最娴熟的士兵，让他们留在队列里，并且不应当把他们放在靠近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的侧翼。这两个排届时将作为散兵的预备队……
[255]



不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教令和手册中仍然保留了双散兵线。近卫步兵还在1816年采用了一份名为《掩护步兵营的散兵的编组和战斗》（Расчет и действия стрелков для прикрытия батальона
 ）的文件。根据它的规定，每个排两翼各自指定两个伍充当散兵，也就是说，每个排里有4个伍或12名列兵承担散兵战任务，亦即每个营中有96名列兵充当散兵。这些散兵应当集结到一起并分成若干对，其中一半兵力组成前散兵线，另一半组成后散兵线。每个排要派出1名军士监视散兵，散兵线正后方要部署2名军士，两翼也各自留有1名军士。步兵营还要抽出3名鼓手控制散兵线。相邻两对散兵的间隔应当至少是3步，但也不得超过15步。散兵线展开后不仅应当掩护全营正面，还要能够保护两翼。
[256]



然而，巴克莱依然认为设有小规模预备队的单散兵线优于双散兵线。1818年，第1西方军团时任参谋长伊万·伊万诺维奇·迪比奇（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Дибич
 ，他是前文中曾提到的普鲁士将领汉斯·迪比奇之子）将军致信康斯坦丁大公：

……至于近卫军中采用的双散兵线，军团司令［巴克莱］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推广到全军中的实用战法，根据他的作战经验，司令确信这样的散兵线在与敌军交战时不仅没什么用处，而且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和混乱，最近一次战争则给这一点带来了诸多例证。另一方面，实战经验证明配有预备队的单散兵线相当可靠，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此外也能够尽可能地缩短交火［时间］，这就是军队会采用这种规则的缘故。
[257]



迪比奇提到的“这种规则”可能是第1西方军团总部在1818年颁布的《散开队形规则或有关步兵以散开队形作战的教令》〔Правила рассыпного строя или на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ссыпном действии пехоты，
 以下简称《散开队形规则》（Правила рассыпного строя
 ）〕。根据这份文件的要求，每个排应当选出12名最精干、射术最好的士兵，他们会被称作“先驱兵”（застрельщиками
 ），以此与“射击兵”（стрелков
 ）区分开来，后者是掷弹兵连射击兵排里的士兵。每个排有必要抽调1名军士负责散兵。每个营则要选出4名军官和4名鼓手负责指挥散兵，也就是说，每个营要抽出4名军官、4名鼓手、8名军士和96名列兵。

如果有必要使用散兵线掩护步兵营，散兵就应当组成4个名为“排”的集群（每个排包括从一个分营中抽出的散兵），其中2个排列成散兵线，另外2个排在散兵线后方维持密集队形充当支援部队并负责人员轮换。如果需要让所有散兵都列成散兵线，那就要让步兵营的第8排（射击兵排）上前支援散兵线。在散兵线中，每一对士兵的内部间隔均为1步，密集散兵线中相邻两对散兵间距为4—5步，疏开散兵线中相邻两对散兵间距为8—10步。
[258]

 考虑到散兵可能会出现伤亡，出于补充人员的目的，每个排还要选出12名适宜投入散兵战的士兵，但一个排里同时抽调的散兵数量不应当超过12人。
[259]

 每个掷弹兵团、步兵团和猎兵团都应当以这种方式挑选散兵。

如果有必要让整个猎兵营进入散兵线，《散开队形规则》要求猎兵营第1、第2列人员列成单散兵线。每一个伍里的两名士兵结对作战，每对内部间隔为1步，相邻两对士兵间隔为4—5步。《规则》中也提到了双散兵线，要求在前散兵线和后散兵线之间留出50—60步的距离。第3列人员则要将队形厚度加倍（排成二列横队）并集结到各个分营的右翼，从而形成4个预备队单位，《规则》还指出，通常情况下，一个猎兵营里只有4个排需要以上述方式散开作战，另外4个排则必须保持密集队形充当预备队主力。
[260]

 这种让猎兵散开的方式可能受到了库图佐夫《注解》的影响。

对身处开阔地的散兵而言，敌军骑兵是非常大的威胁。根据《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的主张，当散兵遭遇敌方骑兵的散开冲击时，指挥官应当：

让敌军骑兵进至相距150步处再开火。如果发现依靠火力无法挡住敌军，那么散兵就应当在发出信号后集结成大约10人规模的小组，背对背地列队，让散兵在这种队形中继续射击，并且用刺刀戳刺敢于迫近的骑兵，此外还需要对全营或全团将会迅速赶来支援充满信心。
[261]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将军在1810年为纳尔瓦步兵团编纂了一部教令，后来的《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便是在它的基础上写成。这部原版教令规定散兵要让敌军骑兵迫近到仅仅相距50步，然后用特制的步枪散弹朝骑兵开火。
[262]

 《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则主张将散弹用于散兵线、林地、村落战斗和近距离面对骑兵的场合，此外还特地建议使用散弹对付敌军散兵。
[263]



雅科夫·奥西波维奇·奥特罗先科在1812—1814年间是第14猎兵团里的一名少校，他提到过散弹在1813年战局中的用处：“我们用步枪的铅弹自制了散弹，把5发这样的散弹用碎布紧紧裹在一起装进枪里。”或许他们是在装填之前把一发步枪铅弹切作几块制成散弹。奥特罗先科写道，他在1813年8月16日/28日率领猎兵将敌军散兵逐出葡萄园，这时，开阔地上出现了一支正在迫近他们的步兵纵队。奥斯特罗申科命令士兵使用散弹，按照他的说法，“这个纵队很快就被打散，而且全都受了伤”
[264]

 。

当散兵遭到敌军骑兵冲击时，他们可以获得后方部队的帮助。拉多日茨基就提到过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的一幕：

前方的散兵竭力在树丛里抵抗敌军，但红色骠骑兵将他们围住；猎兵聚成一群，朝着四面八方开火。我刚刚把自己的火炮带到步兵横队旁边，就看到一个勇敢的法军骠骑兵中队向右前进，举起马刀朝我们的散兵冲了过来，突然，步兵横队展开会战射击，我也打出了霰弹，整个中队都被击溃：许多人摔下战马，其他人跑了回去。我们的散兵得救了。
[265]



前文中出现过的罗森少将在关于1812年8月15日/27日（即博罗季诺战前11天）某次后卫战的报告中写道：

当最后一个炮群在第1猎兵团的散兵掩护下后撤时，有些敌军骑兵冲向散兵，将他们和其他部队隔开，但这个团的两个连在阿赫梅洛夫（Ахмылов）
 上尉指挥下展开会战射击，赶走了敌军骑兵，就这样拯救了散兵，［散兵与这两个连］会合之后，就在我军侧卫骑兵和哥萨克掩护下列成纵队退往大道……
[266]



拉多日茨基如此描述发生于1813年8月9日/21日的后卫战：

我站在一座小丘上，身处一个龙骑兵中队和两门骑炮之间；前方100沙绳处有一条我军的散兵线，他们正在朝从树林里推进到开阔地上的法军开火。突然之间，右侧有100名红色枪骑兵手持马刀从山上窜了出来，他们冲向我们的猎兵，开始砍杀并抓走了几名战俘，带着他们下了山。不过，乌克兰哥萨克还是上前截击并夺回了战俘。剩余的猎兵跑成一群展开还击，其中有的子弹成功命中了目标：一些枪骑兵在全速奔驰时坠下战马，可其他枪骑兵还是冲进这群人里扑向猎兵。猎兵伏倒在地面上，他们躲开马刀砍杀后再次起身。目睹法军枪骑兵取得胜利可以说是一种耻辱，我不由自主地朝龙骑兵喊道：“弟兄们，你们在看什么？上啊！”他们催马奔向那些敌军刀手，一番混战过后，敌军飞驰着下了山。有个枪骑兵被龙骑兵围住，尽管他以娴熟的刀法向各个方向挥舞马刀，却还是被直剑砍倒了。
[267]



皮萨列夫在莱比锡会战时已成为少将，他这样描述过这场会战中的一次战斗：法军骑兵攻击一队俄军散兵，散兵向后跑了回去。位于散兵后方的莫斯科掷弹兵团列成两个纵队向前推进，并用步枪火力赶走了法军骑兵。法军骑兵集结起来重新列队，然后朝该团发起冲击。该团列成方阵挫败冲击，随后再度编组成多个纵队向前行进，击退了当面的法军步兵。
[268]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卡扎科夫（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заков
 ）曾在1814年担任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副官，他讲述过巴黎会战中的一幕：

可以看到法军骑兵在1俄里（约1.07千米）外冲击我军的一条散兵线，散兵朝骑兵开火并集结成若干小组，法军飞驰到散兵间隔中，却遭到了我军骠骑兵的反击，骠骑兵们狠狠砍杀了一把，这一切像是在训练或演习一样。
[269]



从上文引述的战例中可以看出，在遭遇敌方骑兵冲击的情况下，散兵就得聚成一团作战，而且还要寄希望于后方部队能够赶来救援，散兵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支援部队间的协作，如果援军迟迟不来，散兵就要面临战死或被俘的威胁。

有些时候，当步兵无法击退敌方骑兵冲击时，他们就会伏在地上，让骑兵从步兵上方跃过。法国骑兵军官布拉克甚至将它视为俄军步兵特有的典型战术。
[270]

 然而，俄方资料中的这类战例并不多，其中一个发生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根据利普兰季的说法，以散开队形参与战斗的第19猎兵团遭到了敌军骑兵的冲击，由于无法及时集结继而列成方阵，该团团主兼猎兵旅旅长武伊奇上校就命令猎兵伏在地上。猎兵伏地后让敌军骑兵从自己上方跃过，希尔凡步兵团的一部分士兵也效仿了猎兵的做法。而当敌军骑兵行进到俄军身后时，猎兵就起身朝骑兵射击。
[271]



散兵在战斗中的主要职责是与敌军散兵交战，这种交战通常会表现为交火和小规模的局部冲击。不过，俄军散兵时常会对敌军散兵发起大规模刺刀冲击，这类冲击有时甚至会违背指挥官的命令，与指挥官的努力背道而驰。利普兰季在回忆中提到过斯摩棱斯克会战（1812年8月5日/17日）中的一个插曲：

乌法团位于这座值得铭记的城门［马拉霍夫门］右侧。在火力越发激烈的时刻，那里还持续不断地传来“乌拉”吼声。有些人奉命赶到那里传令：不要向前越过预定界限。我也带着一道类似的命令过去了。我发现该团团主［伊万·杰尼索维奇］齐布利斯基（Иван Денисович Цыбульский
 ）少将身着全套制服在一条散兵线上骑行。他告诉我，当下属士兵与法军交火几轮后，他就无法阻止士兵擅自端起刺刀冲向占据公墓的敌军了。齐布利斯基少将告诉我这种情况后，“乌拉”就响彻了整条散兵线。他开始大吼，甚至用剑把自己的散兵驱赶回去，可那些人只会在他在场的时候遵照他的命令，哪怕是在几步之外的地方，士兵都会再度喊出“乌拉”并冲向敌军。这个师（第24师）的其他几个团——希尔凡、布特尔基、托木斯克步兵团和第19、第40猎兵团由西伯利亚人组成，他们还是头一回与法军交手，因而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272]



皮萨列夫少将在1813年指挥第2掷弹兵师1旅，他如此讲述特普利茨〔Teplitz，现名特普利采（Teplice），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战斗（1813年8月29日/9月10日）中的情形：

敌军散兵向前推进，我的掷弹兵嘲笑他们的做法；等到他们略微迫近我军后，整条散兵线高呼“乌拉”，一边这么喊一边端起刺刀冲击，胆小的法国佬前进又后退。我们多次运用了这种战法，奉命在战场上坚持到午夜为止。
[273]



在某些场合下，比如说敌军散兵拥有地物掩蔽，而俄军散兵却位于开阔地，或俄军有必要尽快驱逐敌军散兵，散兵的大规模刺刀冲击还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做法。曾于1812年担任第7步兵军军长的拉耶夫斯基将军在萨尔塔诺夫卡战报中怀着赞许之情写道，当他率领斯摩棱斯克步兵团发起冲击时，“……猎兵散兵线看到我向前推进，就一同冲上去，和我的纵队一起扑向敌军［散兵线］，让它在顷刻之间覆灭”
[274]

 。

当俄军需要将敌军逐出林地时，坚决的快速冲击也相当有用。安东诺夫斯基在1812年是第26猎兵团（该团隶属于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的第1步兵军，该军负责守卫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的一名尉官，他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自己率领一个排或连投入散兵战，将敌军散兵逐出某片林地并就地据守。他一般会命令士兵不发一枪就展开刺刀冲击，迫使敌军逃窜，一路追击到林地边缘，之后才将士兵列成散开队形，用火力驱赶敌军。安东诺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把分散在树林中的散兵集结到一起，让他们列成恰当的队形可谓相当困难，在那里，每一名士兵都是自己的统帅，都自行其是。根本没有办法在林地里监督士兵的行动。”
[275]



俄军打算在塔鲁季诺会战中奇袭敌军，因此在作战计划中将部队分成几个战前预备纵队秘密接近敌方阵地，位于纵队前部的恰好是猎兵。计划规定：

猎兵在攻入敌军据守的林地后，与其交手的敌军就会用射击让猎兵意识到这一点。此时猎兵不应向敌军开火，而要竭力尝试以跑步攻占整片深度不超过半俄里的林地，穿过林地抵达边缘地带后，猎兵就要停下来等待纵队前部抵达，纵队在接近猎兵后要依靠猎兵的掩护离开林地，让各个团纵队的先头部分向左行进。猎兵必须掩护各个纵队的机动，因此需要始终留有预备队，以便提供支援，尽量驱赶敌军。
[276]



由于林间能见度有限，军官既难以控制列成散开队形的士兵，又很难让他们沿着正确方向运动，预备队的运用也同样困难。安东诺夫斯基谈到过他在第一次波洛茨克会战首日（1812年8月4日/16日）的战斗。俄军当时将4个连——第25猎兵团和第26猎兵团各抽出两个连——投入波洛茨克城前方的林地。安东诺夫斯基负责指挥第26猎兵团的某个连。猎兵们一刻不停地穿过整片林地赶到边缘地带。安东诺夫斯基看到敌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因而不敢离开林地，他让猎兵停下来与敌方散兵展开交火。

一段时间后，第26猎兵团团长罗特上校决心出兵增援：他又出动了两个连。这两个连刚遭到敌方射击就展开还击，这样一来，安东诺夫斯基和他的猎兵就身处双方火力之间：前有敌军火力，后有友军火力。后来，敌军增派兵力并加强火力，安东诺夫斯基后方的连也增强火力作为回应，于是，友军给安东诺夫斯基所部猎兵造成的损失还要超过敌军，他的散兵线也变得明显稀疏起来。他命令鼓手敲出警告信号，以此告知后方各连，但它们对此充耳不闻，反而招来了敌方的注意，敌军士兵开始朝发出信号的方位开火，因此，安东诺夫斯基发觉他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火力。他的鼓手负了伤，安东诺夫斯基本人的手指同样受了挫伤，他派出信使说明具体情况，但这些信使也走失了。

根据安东诺夫斯基的说法，他在这块阵地上待了半个小时，而且多数损失很可能源自友军火力。幸运的是，援军还是逐步转向了右侧。到天色已暗的傍晚时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有人听到右边有声音传来。安东诺夫斯基认为他们是来自第26团另一个连的士兵，就派了两个人过去打招呼，想让他们过来会合，可他们非但没有回答，反而开了火。位于他左侧、身处道路对面的第25团猎兵则展开还击。安东诺夫斯基在短时间内再度遭到多方火力夹击，因此又损失了几个人。
[277]



芬兰近卫团少尉阿波隆·尼基福罗维奇·马林（Аполлон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Марин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发觉自己身处类似的境地。他当时指挥从第2营中抽调出来的散兵。马林看到散兵线越发稀疏，就请求后方增援，其后不久，他自己和麾下的散兵就遭遇了来自后方的火力，因为援军在接近前线后将身处林间的己方散兵当成了敌军。不过马林还算幸运，因为他很快就向友军澄清了情况。
[278]



本书在与1801—1809年俄军步兵相关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库利涅夫将军的做法，按照达维多夫的说法，早在1808年，当库利涅夫在芬兰森林地带作战时，他就曾让散兵预备队位于散兵线侧后方而非正后方，这样一来，如果散兵线被迫退却，这些预备队就可以攻击敌军侧翼。1812年颁布的《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里包括了如下有趣段落：

这里不会提到猎兵的机动，因为所有猎兵团的人都接受过相关机动训练，而这里的篇幅也不足以向其他团的人解释清楚这类机动。但下文将要提到一种鲜为人知的机动，它值得频繁运用，而且可能对任何一类步兵都有用。当一名军官在林地里率部以散兵线交战时，他应当把相当一部分预备队排成以伍为单位的纵队，将它部署在散兵线一翼，这个纵队最前头的人员应当位于散兵线之后几步处，并且还要略往外偏几步。如果散兵线被迫退却，预备队就要留在原地隐藏起来，一旦敌军在追击［我方］退却［散兵］时推进太远，这支预备队就要出其不意地朝敌军侧翼开火，这必定会令他们陷入混乱。

如果敌军从混乱中恢复过来，转而对付这支预备队，那些刚刚退后的散兵就要反过来侧击敌军，这样一来，我军的两个部分就会以极好的方式相互协助。
[279]



这里应当再度提请读者注意，当时的“几”要比现在的“几”指代的数据大得多。

若干战例表明，1812年的俄军散兵能够给敌军炮兵造成严重杀伤。比如说，弗莱施曼就曾提到他所在的炮兵连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曾投入战场中部的战斗，当时，该连左侧有一个身处树丛中的俄国猎兵团，这个团的步枪火力令炮兵大为烦恼。后来，在会战即将结束之际，该连继续向前推进，来到俄军猎兵所在的树林前方，结果，猎兵凭借手中的长管线膛枪（langen Büchsen）给炮兵造成的损失绝非无足轻重。不过根据弗莱施曼的说法，他的炮兵连在第二个场合持续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共有1名军士战死、2名炮手和1匹马负伤。
[280]

 笔者并不清楚弗莱施曼为何会用长管形容俄军猎兵的枪支，也不知道他为何要使用线膛枪这个名词而非滑膛枪。或许他认为俄军装备的是线膛步枪，它要长于符腾堡猎兵使用的短管线膛马枪。

《第3西方军团前卫作战日志》描述了卡尔·奥西波维奇·朗贝尔〔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Ламберт
 ，在俄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其法文名为夏尔·德·朗贝尔伯爵（Charles comte de Lambert）〕麾下小部队（库拉步兵团、第14猎兵团、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和第11骑炮连）的战况。1812年7月31日/8月12日，朗贝尔所部遭遇了一支占据林地的萨克森部队。敌军拥有一个下辖16门火炮的炮群，朗贝尔手头却只有一个骑炮连，也就是12门炮。《作战日志》写道：

……库拉［步兵］团和第14猎兵团抽出两个排作为散兵攻击敌方炮群，地面凹陷让他们能够十分迫近敌军，依靠步枪火力迫使敌军炮兵退却，让步骑兵和炮兵——后者在战斗中损失颇多——有充足的时间占据直面上述林地的高地。事实证明了一小队散兵可以给炮兵带来何等恐怖的损失。
[281]



俄军对步兵散兵战持有诸多不同观点，在使用散兵时也不会总是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典型失败战例就是俄军在别列津纳河会战（1812年11月16日/28日）中的散兵战。由叶菲姆·伊格纳季耶维奇·恰普利茨（Ефим Игнатьевич Чаплиц）
 指挥的多瑙河军团前卫部队——该部下辖7个猎兵团（第7、第12、第14、第22、第27、第28和第32猎兵团）——与越过别列津纳河的敌军展开了激战。战斗发生在一片面积广阔的树林里，猎兵以散开队形展开战斗，炮兵只能部署在道路上，道路宽度也只能容许两门火炮展开，骑兵则只能以小部队为单位行动。猎兵多次将敌军驱逐到林地边缘，但敌军也一再将俄军逐回树林。

恰普利茨在他用法文写成的说明中表示，军团司令海军上将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奇恰戈夫（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агов
 ）在前一天向他许诺会亲自率领后方的所有可战之兵前来增援前卫部队，而且会把部队列成纵队。会战之初，奇恰戈夫向恰普利茨派来了一名副官，告诉他这些纵队已在前卫部队后方行进。恰普利茨补充道：

我坚定了信心，确信自己将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令我惊讶的是，我突然听到后方传来了“乌拉”吼声，还有一阵军鼓敲击声，然后［看到］士兵列成散开队形［en tirailleurs］。

我派人去调查这究竟是什么部队，结果有人告诉我这些一再发出的吼声源自那些以散乱队形［à la débandade］进入树林的纵队。我赶赴上述部队，敦促、命令乃至坚持要求他们再度列成纵队，但所有主官都告诉我，他们是在根据接到的命令行事。

根据恰普利茨的说法，他遇到了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沃伊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 Воинов
 ）将军（第9步兵师师长），沃伊诺夫表示这是军团参谋长萨巴涅耶夫中将的命令。恰普利茨指出萨巴涅耶夫希望以这种方式让敌军高估俄军投入的兵力，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而且坚信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以分散预备队的方式恐吓敌军。恰普利茨还质疑军团总部的做法：给部队下令时并未知会直接指挥一线战斗的将领，也没有和将领就基本作战方式进行协商，他认为上述做法有害无益。
[282]



西尔韦斯特·西吉兹蒙多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在1812年是御前军务侍从武官部后勤司（总参谋部）里的一名中尉，他指出：

海军上将奇恰戈夫……面对恰普利茨少将对出动步兵和炮兵增援的迫切需求，出动了两个师——第9师和第18师，让参谋长萨巴涅耶夫负责指挥，奇恰戈夫则只是跟着部队从一个战场赶到另一个战场……萨巴涅耶夫中将率领他麾下的师迫近战场，让师里的一大半兵力列成散开队形。敌军……在看到这些集群出现时，以拼死一战的勇气冲向他们，可上文提到的这两个师非但没有展开还击，反而因为被某种恐慌的氛围笼罩而转身逃跑。
[283]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谢尔巴托夫将军——他在1812年是第18步兵师师长——表示：

我们的С.将军在指挥这场交战时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他让太多的部队散开，并没有留下坚实的密集纵队。
[284]



谢尔巴托夫这里提到的“С.”显然就是指萨巴涅耶夫。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写道：“萨巴涅耶夫有一种特别的偏见，他认为散开队形有利于战斗。”
[285]

 不过，沃龙佐夫却在1815年认为萨巴涅耶夫是“在过去十年中引领我军走向现在的完美与光荣”的人之一，叶尔莫洛夫也觉得他是兼具勇气与出色能力的人。
[286]

 达维多夫称他是“能力出众的将领”。根据达维多夫的说法，多瑙河军团司令奇恰戈夫海军上将在战前告知萨巴涅耶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并不知道如何在陆战中指挥部队，请接过指挥权攻击敌军。”达维多夫认为萨巴涅耶夫的战败原因是双方兵力悬殊。
[287]



至于奇恰戈夫，他在用法文写成的回忆录中坚持认为战场上的地形使得自己必须将部队列成散开队形：

至于我手中的10000名步兵，他们不可能全都以密集纵队投入战斗；森林很深，为了穿过它，我不得不让部队散开［en tirailleurs］。所以，由于存在这一需求，我发现我方虽然与敌方兵力相当，却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俄军步兵在列阵战斗时不可动摇，可在以散开队形进攻［attaque en tirailleurs］的场合，人人都必须在起伏地带自行射击、战斗，他们就不具备其他欧洲军队——特别是法军——典型的机智与激情［l’intelligence et l’élan］……
[288]



根据奇恰戈夫的说法，敌军骑兵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然杀出，冲击业已散开的俄军散兵，迫使他们溃逃。
[289]

 应当注意到的是，奇恰戈夫当时并没有亲临战场。

俄军在这场会战中面对的敌军并不算很“法国”，因为他们是来自第2军的瑞士人和来自第5军与维斯瓦河军团的波兰人。瑞士军官托马斯·莱格勒（Thomas Legler）、路易·贝戈（Louis Bégos）和A. 雷伊（A. Rey）都提到俄军步兵数次将瑞士人驱赶到林地边缘，他们只能依靠拼死反击才能将俄军逐回森林深处。第1瑞士步兵团掷弹兵中尉（Oberleutnant）莱格勒表示，俄军的准确射击令他们倍感惊诧。按照他的观点，即便对面是精选出来的神射手（Scharfschützen），瑞士人也不可能蒙受比此战更惨重的损失了。按照他的说法，第1团当天损失了2名营长和10名其他军官，全部4个瑞士团原本共有1300人，战至傍晚时分队列里已经只剩下300人。与莱格勒同属第1团的雷伊上尉和第2团的贝戈上尉同样提到俄军的猛烈火力和瑞士人的惨重伤亡，而且雷伊和贝戈两人也都负了伤。
[290]



马蒂尼安的表册指出第1瑞士团在1812年11月28日有1名军官当场战死、13名军官负伤（包括雷伊上尉在内），负伤军官有4人因伤不治身亡。第2团有2名军官当场战死、17名军官负伤（包括贝戈上尉在内），其中10人因伤不治身亡。第3团有1名军官当场战死、15名军官负伤，其中7人因伤不治身亡。第4团有17名军官状态为负伤——其中2人因伤不治身亡，10名军官状态为负伤后失踪，另有10人状态为失踪，所以该团一共损失了37名军官。
[291]

 那些记载为“失踪”的军官实际上可能是战死或被俘了，但由于没有人能够确认他们战死，因而会被写作“失踪”。

法国军官雷蒙-埃梅里-菲利普-约瑟夫·德·孟德斯鸠-费藏萨克（Raimond-Emery-Philippe-Joseph de Montesquiou-Fezensac，他在1812年是第4战列步兵团（隶属于奈伊元帅第3军的第11步兵师）团长）指出，他的团在别列津纳河会战中作为预备队被部署在第2、第5军的后方。预备队由第1、第3、第8军的残部组成，它看上去就像是3个实力薄弱的营（费藏萨克在会战前夜将他那个团的余部编成2个连）。乌迪诺元帅在会战中的某个时刻受了伤，奈伊元帅接过指挥权，第2军经历漫长苦战后被迫放弃阵地，分散在树林中的该军士兵从林子里跑出来冲向桥梁，预备队也开始退却，就连位于更后方的青年近卫军都出现了动摇，但奈伊元帅成功地挽救了局面。
[292]



奈伊将第2军重新集结起来，指挥它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两个法军胸甲骑兵团——来自让-皮埃尔·杜梅克（Jean-Pierre Doumerc）师的第4、第7胸甲骑兵团——的余部展开冲击，他们在几乎整场1812年战局中都隶属于第2军，每个团的兵力大约都相当于一个中队。胸甲骑兵后方还有其他部队跟随。结果，俄军被赶回森林深处，数百人战死，大约2000人被俘（大部分战俘都受了伤）。路易-维克托-莱昂·德·罗什舒阿尔（Louis-Victor-Léon de Rochechouart）是一位效力于俄军的法国流亡者，此人当时就身处多瑙河军团一线。根据他的说法，由于拿破仑军队中的混乱状况，后来有大约1200名战俘趁机逃跑并回到俄军当中。
[293]

 应当指出，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骑兵会在森林里展开冲击，因为这样的冲击与当时的骑兵战术思想相悖，它实际上是一种在绝望处境中被迫采用的做法。按照雷伊上尉的说法，杜梅克将军在完成冲击后返回己方战线，他捶着胸脯骂道：“我们怎么能往那天杀的林子里这么冲！”
[294]

 同样也要注意到，会战并未就此告终：俄军步兵很快就再度发起攻势，瑞士人也不得不继续坚守阵地并展开反击，一直拉锯到入夜为止。

朗热隆在1812年是奇恰戈夫军团里的一名军长，他也认为森林战场只能让俄军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较之于俄军士兵，法军士兵负载较轻，更习惯于独立作战而且射术更加精良，敌军的上述优势使得俄军的损失较大。朗热隆表示，这场林地里的散兵战一直持续到入夜为止，士兵们有时甚至要用刺刀单打独斗，但双方都无法将对手逐出战场。

根据朗热隆的说法，俄军左翼距离道路1俄里（约1.07千米）左右的地方有两块不大的林间空地，谢尔巴托夫公爵的第18师有部分人员就在那里列成了紧密纵队（colonnes serrées）充当预备队，后来也正是这些部队成了敌军胸甲骑兵的主要打击对象。朗热隆认为第18师是军团里最优秀的步兵师之一，而且师里的将领也相当优秀。在他看来，这个师遭遇了没人能够料想到的敌军突袭。

朗热隆指出，第12、第22猎兵团的士兵在库班河畔的边境线上养成了与切尔克斯人单打独斗的习惯，因而成为优秀的散兵（tirailleurs），在别列津纳河会战中给敌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295]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判断出，这场不幸事件应当归咎于将领而非普通士兵。

或许可以用官方文献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作为此次讨论的结尾。奇恰戈夫军团的作战日志——它由前文提及的马利诺夫斯基编纂——表示，奇恰戈夫命令第9、第18师以纵队行进有序进入战场，它既没有提到大批士兵列成散开队形充当散兵，也没有指出敌军骑兵冲击给这两个师造成了混乱。日志仅仅给出了如下说法：敌军骑兵突破了散兵线，冲向这两个步兵师，但恰普利茨将军指挥帕夫洛格勒骠骑兵团的几个中队击退了敌军。
[296]

 奇恰戈夫在呈递给库图佐夫的战报中列出了如下事实：他手头的步兵数量不足，骑兵和炮兵也无法在林地里战斗。他以此为自己辩护。但战报并未提及敌军骑兵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冲击，也未曾指出帕夫洛格勒骠骑兵团的几个中队在林地中与敌军骑兵交战。
[297]

 上述事例可以表明官方文件是如何掩盖失利的。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沃尔孔斯基写道，符腾堡的欧根亲王对散兵战有着特殊的偏好，亲王在卡利什（Kalisz）战斗（1813年2月1日/13日）中率领麾下步兵以散开队形攻击卡利什镇，在随后的交火中，由于敌军据守建筑物，而俄军身处开阔地，敌军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298]

 符腾堡的欧根则认为，自从1806年开始，俄军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开始将步兵集体列成散开队形。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俄军让整个步兵营充当散兵。事实上，在1806—1807年间，俄军不仅会让猎兵团散开战斗，甚至时常让火枪兵营乃至整个团散开战斗。即便是在1812年，有时也会让整个火枪兵营或掷弹兵营全部作为散兵投入战斗。按照欧根的说法，俄军直到1813年才发现恰当的投入比例，此后，每个营只会抽出某一特定部分的人员用于散兵战。
[299]



有些时候，散兵指挥官会不顾不利地形因素坚持冒着敌军火力据守阵地。在德累斯顿会战结束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在德累斯顿市郊的皮尔纳（Pirna）附近目睹了如下战况：

这里有支像是一个猎兵连的部队，一位年轻的军官指挥着这些身着破烂制服的新兵。这个连在陡岸上与敌军交火，所以［法军］可以从头到脚隐蔽起来，我军则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我们可怜的猎兵已经一连几天没有食物，还一直处于战斗中，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他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试图逃跑，可军官拔出刀来勇敢地冲上前去，用咒骂和威胁拦下了猎兵，这些新兵转而大骂军官，但终究还是被迫重新投入交火。当我抵达现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弹药了。从敌军那边打来的火力颇为猛烈，我军则只是偶尔加以还击，猎兵之所以还能坚守此地，完全是因为敌军不打算占据此地。他们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却不能给法军造成什么损失。
[300]



从穆拉维约夫的记载中并不能判断该连是否在执行上级任务，也不能判明连长是否无视上级命令自行其是，同样也无法看出坚守这块阵地是否具备重大意义。这些猎兵可能隶属于正在皮尔纳附近作战的第2步兵军，而它当时的军长是符腾堡的欧根。

有些时候，就连装备不大适合散兵战的士兵也会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比如，英国人乔治·卡思卡特指出，在包岑会战中，当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凭借成功的刺刀冲击打退敌军，并且给敌军造成相当可观的损失后：

[掷弹兵］像轻步兵一样在树林里散开，守卫刚刚夺取的阵地，可在这场后续战斗中蒙受的损失却远大于此前的战斗，惹人注目的铜掷弹兵帽让他们很不适合执行这种任务。尽管如此，掷弹兵还是坚守阵地整整一个白天，直到上级最终下令退却为止，那时，他们被迫把相当多的伤亡人员留在树林里听凭敌人发落。
[301]



有时候，就连无法以散开队形作战的部队也会被用于散兵战。安东诺夫斯基提到，在第二次波洛茨克会战中，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民兵中的志愿者部队前来支援他的猎兵。他指出敌军刚一开枪就把民兵弄得颇为困惑，当民兵看到部队里出现伤亡后，他们就变得胆怯了，这些人聚拢到一起开始混乱地后撤。安东诺夫斯基说民兵奉命伏在地上以卧姿射击。这种看上去颇为荒谬的做法在正规军中早已被废弃，当敌军散兵迫近并增强火力后，民兵就完全停止了射击。
[302]

 拉斐尔·米哈伊洛维奇·佐托夫（Раф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отов
 ）是另一个圣彼得堡民兵营里的一名准尉，按照他的说法，他在第二次波洛茨克会战中奉命率领该营的90名士兵投入散兵战。民兵起初的战斗相对而言较为顺利，不过，当他们胆大到朝着路过的法军胸甲骑兵开火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位于后侧的几个胸甲骑兵中队朝民兵杀来。民兵起初还能挡住法军，可当他们耗尽弹药之后，就轮到法军砍杀他们了。佐托夫被手枪打伤两处，还受了几处剑伤，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法军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身上厚实的冬衣让大部分劈砍都没能造成实际伤害，佐托夫最后活了下来。
[303]



步兵要想卓有成效地展开散兵战，就必须能够有效率地射击，这就要求士兵接受瞄准射击训练并配备优良的兵器。笔者并不能断言俄军中的瞄准射击训练取得了何等程度的进展，也无法判断训练对实战有多大影响。不过，有几位普鲁士军官注意到在埃考（Ecaku）战斗、吕岑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许多俄军散兵在射击时并未瞄准目标：他们没有将枪托抵肩，而是让枪托与腰部或髋部等高，枪口也随之上扬，这就导致子弹飞行轨迹过高。
[304]



俄军步兵的武器总体而言质量不高。正如前文所述，俄军步兵同时使用多种口径的步枪，这导致俄军在给步兵供应配有合口铅弹的弹药时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铸造铅弹和装配弹药的工作往往仍然在团内展开。俄军一再努力，想让每个团配备同一口径的步枪（先后在1809—1810年和1813年做过这类尝试），但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这类工作都未能全部完成。

俄军在1812—1814年诸战局中需要大量步枪，这既是为了装备新部队（现有步兵团的后备营、新的步兵团和民兵），也是为了替换在战斗中损失和因过度使用而磨损的步枪。俄国在1812年购买了大约100000支英国步枪（它们要到当年年底才开始运抵俄国）。

在1812年，俄军各团使用了许多质量低劣或太过老旧的步枪。帕斯克维奇将军提到他的师里有些团步枪质量非常差，于是，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斗（1812年8月4日/16日）中下令奥廖尔步兵团——该团由帕斯克维奇在1811年亲自组建——用法军步枪替换该团的原有枪支，这些新步枪取自战死在斜堤（位于城市或要塞周围的壕沟前方，略微朝敌军方向倾斜的平整地带）上的大批敌军。
[305]

 俄军在战争期间采用多种手段收集枪支，甚至连存在故障的也不放过。比如说，库图佐夫在他于1812年9月22日/10月4日下达的一道命令中表示：

要求部队勤于收集兵器，如果有人上缴［无主或从敌军手中夺取的］枪支，那么每支好枪奖赏5卢布，每支坏枪奖赏3卢布。
[306]



1813年6月26日/7月8日，巴克莱命令朗热隆将军和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组织人手测量他们麾下部队的步枪口径，并且以“尽可能让一个团装备一种步枪”的方式重新分配枪支。与此同时，巴克莱也向温青格罗德（Wintzingerode）将军和奥斯滕-萨肯将军指出症结所在：“许多团里的弹药与步枪口径完全不相配，所以弹药根本没法放进枪膛里。”而后命令他们组织人手重新制备弹药。
[307]



拉多日茨基可能正是按照第一道命令前往维特根施泰因军中测量步枪口径。按照此人的记载，他先后走访了28个团，检查了大约30000支步枪，而后完成了一份报告，并在附表中列出了每个团各有多少支不同类型的步枪。拉多日茨基写道：

在我见到的步枪里，以1806—1809年间产于图拉的［俄国］步枪最多，它们在外形上与标有“列日”［Liège］的法国步枪非常相似，而且口径也一样，战列步兵团里有许多大口径的老式图拉步枪，生产年份在1797—1800年之间，它们因射击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磨损，因而几乎无法使用。某些步兵团还配备了标有王冠标记的英国步枪、标有莫伯日［Maubeuge］的法国步枪、标有波茨坦［Potsdam］的普鲁士步枪，甚至还有瑞典步枪。在上述所有步枪中，标有“列日”的法国步枪最轻便、质量最好；英国步枪较为沉重，口径也大于法国步枪，不过它更为耐用；普鲁士、瑞典步枪以及我们的图拉老枪都很难操作，极为笨重，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308]



列日和莫伯日都是生产了大量兵器的城市。拉多日茨基注意到某些团里存在种类繁多的步枪，并推断这是医院中的混乱管理造成的后果，因为他发现大部分从医院归队的人员都带来了与团里主流型号不同的步枪。
[309]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写道，在1813年战局中，某些步兵军里有整营整营的士兵来自其他军。这些人有的是执行完分遣任务后归队，有的是自医院归队，还有的是在行军途中掉队……他们要在休战期间才返回原先所属的步兵团。
[310]



许多步枪在漫长的战局中不幸损坏，士兵不得不使用他们能够弄到的任何步枪。奥特罗先科表示，在1813年战局之初，第14猎兵团发现布龙贝格
⑨

 城里有600支崭新的英国步枪，于是就将其悉数征用（当时全团也只有大约600人）。根据奥斯特罗申科的说法，1814年战局结束时，第14猎兵团混装了来自俄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各式步枪。
[311]



在1812年战局和1813年战局之初，包括巴克莱·德·托利在内的若干俄军指挥官依然认为，与俄军散兵相比，法军散兵更机敏，射术也更精，因而在散兵战——特别是林地战斗——中更有战斗力。
[312]

 这也是俄军在某些情况下会尽量避免长时间交火的一个额外因素。然而，散兵战实际上往往会拖很久，在小规模的前卫战和后卫战中尤其如此。拉多日茨基就提到过俄军于1813年4月29日/5月11日在距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据守菲施巴赫（Fischbach）村附近的高地，并且坚持了很久：

我们前方蜿蜒着一条松软潮湿的谷地，敌军散兵正从那里杀来。我出于好奇飞奔到最近的小丘上，钦佩地看着散兵从石块跑向树林，从树林跑向石块，只留下一道道致命的烟雾，有的时候，在步枪的噼啪声中还会传来炮弹的轰鸣，这让步枪暂时沉寂下去。［敌军］预备队列成散开队形赶去增援散兵，随后，［我军］骑兵部队攻击敌军第一条散兵线，也将预备队打乱，这一切看上去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是野外狩猎。
[313]



拿破仑的军队在1813年已经充斥着新兵，法军及其盟军步兵的散兵战水准较之过去也出现了显著下滑。与此同时，俄国士兵却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乐于以散开队形投入战斗。正如米洛拉多维奇将军的副官格林卡所述：

在5月3日的会战中，克恩［Керн/Kern
 ］上校想要轮换一条已经战斗了几个小时的散兵线。可散兵们喊道：“不要轮换！只要补充弹药，我们就能打到晚上！”
[314]



1813年5月3日/15日，俄军在包岑城附近展开了一场尤为激烈的后卫战。而叶尔莫莱·费奥多罗维奇·克恩（Ерм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Керн
 ）当时正是别洛焦尔斯克步兵团的团长。

从拉多日茨基对散兵战的观察来看，俄军和法军散兵在1813年的交战中已经基本能够打成平手。以他曾提到的包岑会战中阵地左翼的山地散兵战为例：

拿破仑麾下的年轻士兵尽管迫切地渴望荣耀，却无法将俄军逐出山地，法军散兵在封闭地带上原先具备的优势也有所变化。
[315]



他也谈到过发生于1813年8月9日/21日的后卫战：

我们连并未投入战斗，于是我打马上前观战。那些身手敏捷的散兵的规避技艺必定值得钦羡，他们在机动中不断调整位置，时而在树丛中穿梭，时而隐蔽在石块、树木后方开火。法军的出色之处是灵活敏捷，我军则是勇猛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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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一段内容中可以看出，法军散兵在机动上占有优势，俄军散兵则能够较为大胆地迫近敌军。此外，俄军猎兵还在这场战斗中遭到了敌军骑兵的冲击，前文中已经引述了拉多日茨基关于此次战斗的记载。

皮萨列夫少将指出，在莱比锡会战中，年轻的法国步兵在开阔地上排出了太过稠密的散兵线，它几乎连绵不断，“就像是横队一样”。
[317]

 然而，1813年的若干俄军步兵团里也有许多几乎未经训练的新兵。阿列克谢·卡尔洛维奇·卡尔波夫（Алексей Карпович Карпов
 ）在1812—1814年间先是担任上士，后来成为第6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表示自己在围攻德意志地区的凯尔（Kehl）要塞中曾指挥两门火炮配合切尔尼戈夫、雷瓦尔步兵团作战。卡尔波夫指出，每个团里有经验的士兵还不到100人，其他人都是只接受过很少训练的新兵。据他说：

……他们并没有［正确地］装填步枪，而是把整个枪膛里都塞满弹药，把铅弹一直捅到点火孔，因此根本无法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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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耶夫斯基在1814年是第13猎兵团团主，他在谈及克拉奥讷会战时指出奔萨步兵团和萨拉托夫步兵团里的“火枪兵还没有养成独自战斗的习惯”。
[319]



步兵的散兵战在所谓的“封闭地带”（закрытых местах
 ）——起伏地带和居民点——攻防战中尤为重要。《步兵军官先生的作战日教令》中就如何在这类地带战斗给出了若干建议：

当团奉命守卫村庄或起伏地形时，当它必须派出独立分遣队据守阵地时，由团长派去率部防御的军官必须做到：1.不得违反上级指挥官的指示；2.判断敌军可能会出现的方向；3.了解该部将要负责支援什么单位。部队在完成隐蔽后，总是得让敌军推进得越近越好，以便在第一轮射击——不管怎样它至少会令敌军陷入混乱——中尽可能多地击毙敌人。军官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射击，还应当寻找刺刀冲击的时机，战机出现后无须等待命令就应当发起冲击。在这样的冲击中，军官必须身先士卒，还要让士兵端起刺刀大呼“乌拉”冲击，这是为了吸引营长或团长的注意——届时他必须立刻骑马赶到争夺战现场，并做出判断，究竟是增援守军还是让守军撤回原地。听到“乌拉”吼声后，指挥其他部队单位的其他军官也绝不能离开指定的位置，他们只需要遵照上级的指示，并且对上级充满信心，相信上级会骑马赶来理顺一切事务。

如果团奉命攻击敌军据守的村庄或起伏地形，那么，根据上级指挥官的决定，它需要分成几个小纵队发起攻击。在得到攻击方位指示后，各个小纵队的指挥官一定不能让部队陷入交火，因为与得到掩蔽的敌军对射会带来相当不利的后果。部队需要快速发起刺刀冲击，将敌军逐出第一线阵地后不要追得太远，而应当抽出第3列的部分人员占据便于防御的地段，如果此后仍然不能依靠火力继续驱逐敌军，那么就得再度发起刺刀冲击。在将敌军逐出据点的战斗中，与交火相比，这样的果敢冲击总是有着更高的成功率和更少的伤亡。在这类刺刀冲击场合，士兵都需要高呼“乌拉”，这既是为让其他纵队了解他们正在取得成功，正在发起攻击，也是为了恐吓敌人；但在其他任何就地防御的场合则绝不能高呼“乌拉”，因为吼声会让混乱取代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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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里的“取代射击”（вместо пальбы
 ）可能应当写作“取代有利态势”（вместо пользы
 ）。

拿破仑战争后出版的军事手册中包括了更为细致的村落攻防战教令。根据相关手册的建议，应当把一条稠密的散兵线（相邻两对散兵间隔6—8步）部署在栅栏、沟渠等障碍物后方据守村庄边缘。还要在离散兵线最近的建筑物里部署几支小股预备队。规模较大的预备队需要留在广场和最重要的街道上，其他所有部队则位于村庄之后，部署在通往后方的道路上。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让预备队能够在村庄内部自由机动。部队要在必要情况下打通道路——比如说摧毁墙壁、栅栏和建筑物，这些障碍物可能会阻止预备队赶赴重要地点。如果在村庄前方200—300步处存在河谷、沟渠或小块林地，最好让精选的散兵前去守卫上述地段。如果敌军攻入村庄，那就有必要发起反击，要让敌军忙于和我军散兵正面交战，同时用纵队攻击敌军侧翼。在攻击村落时，如果无法展开侧击，那就有必要快速推进，占据若干建筑物，然后重整队形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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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中还规定了与守卫村落类似的守卫林地的方式。在林地边缘部署一条稠密的散兵线，在散兵线两翼之后30—80步处和附近的道路上部署小股预备队，纵队位于后方100—150步处，林地前方200步以内的任何障碍物都应当由若干精选人员据守。在攻击敌军占据的林地时需要一枪不发快速推进，尽快夺占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树林里，最重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找到敌军侧翼和保护己方侧翼。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派出3—6人规模的巡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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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中引述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有关克拉斯内战斗的回忆以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яземский
 ）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据守居民点的通常是猎兵，他们会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散兵届时将沿着外围建筑列出面朝敌军的散兵线，在村、镇内部的重要街道保留预备队，以便及时增援受到威胁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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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树丛、灌木丛和居民点的争夺战常会打得非常混乱，军官几乎无法控制部队。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就讲述过近卫猎兵团在库尔姆会战中是如何据守普里斯滕（Pristen）村的：

法军一如既往地使用步兵密集纵队冲击我们团，而且纵队前方还有乌云般的散兵和腾跃兵负责掩护。法国人和俄国人混杂在一起，双方的小队士兵跃过分隔菜园和林地的沟渠、石堆，在林中空地上交战，反复用刺刀展开搏杀。如果某个排被击退，军官就会冲上前去，有时会带着少数几名散兵冲向敌军，有时甚至会独自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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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也讲述了库尔姆会战中位于左翼的俄军步兵战况：

……［我军］其他各营在左侧不远处［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他们在沼泽和石墙纵横交叉的封闭地带作战，并没有列成散兵线，而是乌合成若干个小群体，与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敌军拼死搏杀。
[325]





新战术的整体分析



仅仅依靠散兵并不能取得多少战果。散兵与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间的协同作战非常重要。如果步兵处于守势，散兵就应当掩护第一线的步兵营，使其免遭敌方散兵攻击，并朝打算攻击第一线的敌方步兵队形开火。如果步兵处于攻势，散兵就应当击退敌方散兵并朝敌方步兵战线开火，以便诱使敌方过早开火并削弱敌军战线，为正在散兵后方行进的步兵营做好冲击预备工作。因此，散兵在攻击和防御中的作战目的并不一致，需要投入的人数也不相同。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将军于1815年6月1日/13日发给第12步兵师的命令规定在相对平整的地带要采用如下战斗队形：第1步兵旅位于第一线，第2步兵旅位于第二线，猎兵旅位于第三线或充当预备队，各条战线间的前后距离是300步。各营应当在初始位置列成以右翼排为基准的紧密纵队：即第1排（掷弹兵排）位于最前方，其余各排依次位于第1排后方，各排间的距离仅有4步。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中，相邻步兵营的左右间隔是全间隔，也就是大约150步（这个间隔可以确保即便将所有步兵营都展开成横队，也不至于出现重叠）。第二线的步兵营必须正对第一线步兵营的间隔（也就是列成同色棋盘格般的交错队形）。预备队应当位于第二线正后方，其中各营的左右间隔为12步。

如果该师正处于防御态势，那么第一线的每个营都必须抽出散兵。步兵师在转入攻势前应当显著增加散兵人数，因而需要从预备队中抽调几个猎兵连乃至一个猎兵营，如果没有猎兵，那就应当让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散兵部队在第一线前方散开。如果第一线击退了敌军，它就应当占据敌方阵地并停下来收拢队形，第二线则要穿过第一线的间隔继续前进，必要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发起冲击。如果第一线损失轻微，第二线就没有必要向前推进，而应当停止前进，与第一线保持300步的前后距离。击溃敌军后应当让纵队停下来重整队形，散兵则展开追击。纵队一旦重整完毕，就要以常步跟随散兵前进，随时准备冲击继续抵抗的敌军。

沃龙佐夫解释说，如果步兵师处于守势，就应当尽量减少散兵人数，因为投入作战的散兵越多，射击产生的烟雾就会导致散兵的视野越发模糊，而且还会给敌军提供更好的目标。但在进攻场合，沃龙佐夫规定：“必须在我军纵队前方部署一大群散兵，必须在冲击纵队前方部署多个猎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动一整个猎兵营。这些猎兵应当勇敢、积极地前进，对准敌军腹部开火，不要让敌军回过神来，还要包抄敌军侧翼乃至攻入后方，要消灭敌军炮群里的炮手，简而言之，就是在己方纵队坚定、冷静地迫近敌军前已然威吓、削弱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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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西方军团总部于1818年颁布的《散开队形规则》也描述了散兵居前的步兵纵队冲击方式。从中甚至可以看出普军1812年步兵条令的影响。《规则》指出：“步兵战斗的基础是列成散开队形和密集队形的部队相互保护。”这句话与普军条令的说法“步兵战斗就是列成散开队形和密集队形的战士相互协助”非常类似。
[327]

 《规则》以下辖4个营的部队为例，列出了典型的冲击方法：

当步兵指挥官发现敌军战线陷入混乱，敌军炮火有所减弱，因而决心发起冲击时，他应当将自己手中的步兵营列成冲击纵队。纵队以排成交错队形的两条战线向前推进，两线前后距离应当是150步（略多于100米，普军步兵条令也规定让步兵营排成交错队形，两线间距同为150步
[328]

 ）。应当在冲击前加强散兵线的兵力——如果后一半散兵尚未散开，那就要在冲击前散开。随后则应命令整条散兵线向前进攻。与此同时，散兵应当加快射击速率，将火力集中到后方步兵纵队将要冲击的敌方战线对应点上。

当第一线的纵队距离敌军仅有100步，而敌军仍未退却时，各位营长就应当下令：“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向右向左转（在紧密纵队中，这种向右转或向左转就是以伍为单位侧向行进），前进！前进！”听到营长的命令后，位于纵队末端的排（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就要先侧向行进，再向前推进，与纵队前端各排齐平：掷弹兵排来到第4排右侧，射击兵排来到第5排左侧。散兵线中的散兵要一边开火一边推进，不过，随着越发接近敌军，他们应当以更慢的步速前行。距离敌军50步时会发出“终止”信号，散兵此时就要停下前进步伐，然后在军官指挥下移往两侧，给纵队让出行进空间。

营长此时要下令：“前排，手臂持枪，一，二！”于是，掷弹兵排、第4排、第5排和射击兵排的士兵就要将步枪放到“手臂”位置（“手臂持枪”姿势要求双手持枪，步枪则朝向斜前方）。营长随后继续下令：“前进，前进，乌拉！”士兵就要高呼“乌拉”，挺起刺刀以快步向前推进。如果事实证明第一线步兵营在向前冲击敌军时因为敌方火力蒙受了太大损失而无法成功完成刺刀冲击，指挥官就应当命令第一线部队退却，不过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需要留在原地展开反击，以掩护营里的其他排后撤。与此同时，第二线步兵营要越过第一线斜向推进，针对第一线刚刚攻击过的敌方阵地发起新一轮冲击。如果敌军开始退却，散兵就应当展开追击，同时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应当作为预备队紧跟散兵。
[329]



这种冲击方式中的若干细节看起来多少有些生硬，第一线未能成功完成冲击时的退却方案和要求第二线步兵营冲击第一线刚刚进攻过的敌军地段显得尤为不切实际。因为第一线步兵营的退却可能会给散兵和第二线士兵带来非常不好的印象，导致他们认为冲击已经失败，因此丧失信心，停止前进乃至开始退却。

如果第一线步兵营未能成功完成冲击，反倒陷于停顿，此时较好的做法并不是命令上述部队退却，而是听任它们留在原地继续射击，第二线步兵营此时则可以穿过第一线当中的横向间隔冲击敌军。敌军用于据守某一特定地段的兵力通常也是两条步兵战线，即便仅有一线也至少会留有一支规模不大的预备队。所以，即使己方的第二线成功冲击了敌军第一线，第二线的步兵营也有可能遇上麻烦——成功冲击后通常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们还得去对付敌军的第二线或预备队，稍有不慎就会被击退。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利战况，留下来坚持战斗的原第一线步兵营就可以掩护原第二线退却。

如果原第一线步兵营按照上文中沃龙佐夫描述的方法退却，而原第二线步兵营也遭遇失利，同样被迫退却，那么原第二线部队的后撤就会给正在退却中的原第一线部队带来相当糟糕的影响，就连留在原地的掷弹兵排和射击兵排也可能在全面退却中一起后退，这样一来，两条战线中的所有步兵营就会同时后撤。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部队能够撤到距离敌军较远的安全距离或是遇到己方预备队，不然就很难让他们停下来重整队形。如果敌军由守转攻，冲出去追击正在退却的己方部队，这场退却就可能带来非常惨烈的后果，假如敌军投入了骑兵，那情况尤为糟糕。

沃龙佐夫之所以会要求第一线步兵营在冲击失利的情况下后撤，可能是与第二线步兵营要冲击同一地段的观念有关。但这么做似乎没有什么必要，甚至有可能并非最佳选择：遭遇俄军第一线步兵冲击的敌军刚刚意识到他们已经击退了俄军的冲击，这样的胜利将鼓舞敌军，使其信心倍增，此时，就连第二线步兵营的冲击也无法给他们带来重大影响。

不过，沃龙佐夫的描述总体而言还是很好地反映了步兵冲击的新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是一条稠密散兵线和两条营纵队战线间的密切协作。

至于防御，有份名为《步兵团训练规则》（Правила полкового учения для пехоты
 ）的文件——它同样是由第1西方军团在1818年颁布——规定步兵在防御场合必须列成由展开成横队的步兵营组成的战线，散兵也必须在战线前方300步处列成散开队形。当敌军进至距离战线300步时，就应当召回散兵。这位作者（或这些作者）认为等到召回散兵的时候，散兵已经给推进中的敌方步兵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一旦散兵离开战线正前方，就要发出信号让各个步兵营发起按伍射击，这样的射击将一直持续到敌军距离战线100步为止（持续大约两分钟），随后，将会发出另一个信号，让整条战线停止射击，转而展开刺刀反冲击。当敌军被迫退却时，散兵必须展开追击。
[330]

 于是，这部教令的作者（或作者们）认为在防御中应当提前召回散兵，让展开成横队的步兵营展开为时两分钟的会战射击，接下来再发起刺刀反击。

这种防御方式的阐述中也存在几个争议点。首先，它假设当敌军进至距离战线300步时，散兵已经有足够时间给敌军造成严重杀伤，这种估计似乎太过乐观了。事实上，己方散兵多多少少会受到敌方散兵的干扰，但阐述中并未提及这种情况，好像它并不存在一般，可它一定存在，而且敌方散兵在进攻时的任务之一正是掩护正在推进的步兵营，使其免遭防御方散兵的袭扰，乃至将防御方散兵驱散或将防御方散兵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为了让步兵在较远距离上列队开火，步兵面前就应当是大体平坦开阔的地带。然而，一旦这样列队，步兵就完全出现在敌军视野里，因而会招致他们的炮兵和散兵火力。如果让己方散兵提前退却，就会有让步兵战线暴露在敌方散兵火力下的危险。尽管这样的射击只会持续相对较短的时间——至多两分钟，甚至有可能更短——却可能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前带来额外的精神影响，也就有可能给正在推进中的敌军带来些许优势。

如果己方步兵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为时大约两分钟的会战射击——也就是每一名步兵开火5—6次——那么，士兵沉溺于射击、脱离军官控制、拒绝服从停止开火的命令继而拒不转入反击的风险就会变得相当大。此时，如果敌军并没有被火力挡住，反而继续向前推进，那么，防御方正在开火的战线就很可能被击溃。正如英国步兵与法国步兵交战时的经验所示，在防御中最好不要让散兵过早后撤，第一线的射击也应当仅仅局限于近距离上的一轮齐射，其后就应当立刻转入刺刀反冲击。

因此，俄军已经充分理解如何将崭新的步兵战术原则用于进攻，但还没有很好地在防御中对它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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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骑兵



编制与武装



亚历山大一世于1810年11月8日/20日颁布的法令改变了所有骑兵团的编制。
[1]

 原有的后备中队和半中队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每个胸甲骑兵团、龙骑兵团里有1个野战中队变为后备中队，每个骠骑兵、枪骑兵团里有2个野战中队（每个营各出1个中队）变为后备中队。于是，每个胸甲骑兵团或龙骑兵团现由4个野战中队和1个后备中队组成，每个骠骑兵或枪骑兵团现由8个野战中队和2个后备中队组成。理论上只有野战中队将会参与战争，后备中队则要留在该团驻地（在必要情况下，野战中队开拔前可以从后备中队中抽调兵力补足人数），但在1812年，许多团的后备中队同样被抽调到野战军当中，其中有些中队用于补充某些骑兵团的兵力，另一些中队则以独立中队身份参战或编组成临时混合团参战。

不论何种骑兵，其中队编制此时均为7名尉官、15名军士、3名号手和148名列兵。每个中队在和平时期的战马数量都要少于人员数量，也就是说有1名军士和20名列兵此时并不配备战马。每个胸甲骑兵团或龙骑兵团中应当有75名军士、17名号手和740名列兵。每个骠骑兵团或枪骑兵团应当有130名军士、32名号手和1480名列兵。1811年4月6日/18日颁布的另一道法令规定，每个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在不计团主的情况下应当拥有4名校官和39名尉官，每个骠骑兵团和枪骑兵团则是6名校官和75名尉官。
[2]



俄军于1811年将骑兵编组成骑兵师。胸甲骑兵团编成两个各辖5个团的师（其中第1胸甲骑兵师下辖2个近卫重骑兵团——骑士近卫团和骑马近卫团），其余各师——近卫骑兵师除外——均下辖4个龙骑兵团、1个枪骑兵团和1个骠骑兵团（但第3师下辖2个骠骑兵团，却没有枪骑兵团）。除了骑兵师外，俄军还组建了4个独立骑兵旅。
[3]



骑兵师在1812年易名为骑兵军，不过部队编制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胸甲骑兵师仍被称作师。骑兵军中的骠骑兵团有可能会以每个军1个团的比例被配属到步兵军当中。几个步兵军联手作战时，比如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生的战斗或某些后卫战中，会将步兵军里的骠骑兵团抽调出来联手作战。而在博罗季诺会战中，骠骑兵团则回到了骑兵军里。

俄军在1811年引入了一套为近卫骑兵团和胸甲骑兵团补充兵员的新方法，它与近卫步兵团和掷弹兵团的兵员补充方式颇为相似。为了补充近卫重骑兵团的兵员，每个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每年需要向圣彼得堡选送5名士兵。为了补充近卫轻骑兵团的兵员，每个骠骑兵团（由志愿兵组成的卢布内骠骑兵团除外）每年需要选送14名士兵。至于胸甲骑兵，军队中的每个龙骑兵团每年需要向胸甲骑兵选送10名士兵，每个骠骑兵团（卢布内团除外）每年选送20名士兵，这些人的身高至少应有2阿尔申6维尔肖克（168.6厘米）。龙骑兵团和骠骑兵团的人员损失将由新兵弥补。
[4]



1812年战争开始时，俄军共有6个近卫骑兵团（2个重骑兵团：骑士近卫团和骑马近卫团；4个轻骑兵团：近卫骠骑兵团、近卫哥萨克团、近卫枪骑兵团、近卫龙骑兵团）、8个常规胸甲骑兵团、36个常规龙骑兵团、11个常规骠骑兵团和5个常规枪骑兵团。
[5]



早在1809年，俄军就为骑兵配备了新式枪支：新式胸甲骑兵步枪、新式龙骑兵步枪（配刺刀）和新式骠骑兵马枪。上述三种新式枪支都是1808年式步兵步枪的短管版本，因而拥有相同口径。
[6]

 此外，1812年还有一种新式短马枪入役。俄军骑兵的新式枪支都是逐步装备部队的，因而和旧式枪支混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1812年4—5月，根据巴克莱·德·托利的建议，第1、第2、第3西方军团中骠骑兵团的第1列士兵装备了枪骑兵团使用的骑枪样式（长2.8—2.85米）。多瑙河军团里的骠骑兵团则要在较晚的时候才装备骑枪。军方还把枪骑兵派到骠骑兵团里教导骠骑兵使用骑枪。很快，人们就发现当骑兵在背带上挂着一支马枪时，他就很难使用骑枪，因此，装备骑枪的骠骑兵就获准不再携带马枪。
[7]



关于骑枪的用场，俄军中存在若干不同观点。哈托夫在《战术通论》第一卷中重复了吉贝尔的看法：骑枪并不适合骑兵使用，因为它在行军中难以携带，战斗中也难以运用，它让骑兵无法维持紧密队形，让它不能在冲击中展开整齐划一的突击。
[8]



布乌哈伦表示，他曾在1807年听到过巴格拉季翁的观点：

至于骑枪，只有在非常擅长使枪的人手中才有用，而在其他情况下，骑枪对骑兵来说就是累赘。对我们的哥萨克来说，由于骑枪是追击敌军时最好用的兵器，就只该有骑枪这一种兵器。可在骑兵通常会参与的混战中，马刀或直剑要比骑枪好使得多。
[9]



然而，巴格拉季翁在他于1812年4月21日/5月3日呈递给陆军大臣巴克莱·德·托利的报告中写道：

有些骠骑兵团已经根据最高谕令让第1列装备了骑枪。这种兵器能够带来相当大的好处，而且骑枪很受欢迎，推广、学习它令人们颇为高兴，这就更有益处了。
[10]



巴格拉季翁之所以会给出如此正面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在骠骑兵团中推广骑枪源自“最高谕令”，也就是出自沙皇本人的旨意。卡尔·冯·马滕斯（Karl von Martens）是一位来自里加城的德意志人，他曾于1812年在伊久姆骠骑兵团中担任中尉，马滕斯认为在骠骑兵团中推广骑枪的决定源自康斯坦丁大公。按照他的说法，在距离开战仅有两个月时让此前并没有使用骑枪经验的骠骑兵装备骑枪可谓失败之举。在他看来，骑兵需要拥有娴熟的使枪技艺才能成功运用骑枪，但这种技艺要依靠长久练习才能获得，对于不知道如何使枪的骑兵而言，骑枪就只是累赘。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骑兵军官持有与马滕斯相同的观点。

马滕斯声称伊久姆骠骑兵团对骑枪大为不满，早在1812年战局之初，他们就已经折断骑枪并把其扔掉。然而，马滕斯在行文中通常都秉持极具批判性的态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表示普通骠骑兵的马刀质量极为低劣，以至于猛砍一次后刀身就会脱离刀柄。
[11]

 事实上，有若干目击记录表明俄军骠骑兵在1812年的交战中使用骑枪，比如说拿破仑军队中的某些德意志骑兵军官在他们关于卢比诺（瓦卢季诺山）和博罗季诺会战的记载中就提到过俄军骠骑兵使用骑枪，
[12]

 1813—1814年的若干画作也表明俄军骠骑兵——包括伊久姆骠骑兵团——装备了骑枪，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骠骑兵都折断并扔掉了骑枪，或者说那些折断过骑枪的骠骑兵又拿到了新骑枪。

另一方面，奥库涅夫则认为在骠骑兵团中推广骑枪是相当有用的举措。他指出，法军散兵会在俄军骑兵迫近时伏在地上，那些没有骑枪的骠骑兵只要自己的马能够踩踏到散兵就心满意足了，而那些装备了骑枪的骠骑兵则可以肯定自己能够刺到趴在地上的敌人。他认为向敌方骑兵发起冲击时，如果某位装备了骑枪的骠骑兵未能刺穿位于敌军第1列的骑兵，那么他还可以尝试刺穿第2列的敌军，与此同时，装备了马刀的第2列骠骑兵又可以保护装备骑枪的第1列战友。

按照奥库涅夫的说法，他曾就骑枪和马刀的优劣之处请教过维特根施泰因将军麾下的某些骠骑兵，他们向他保证自己在装备骑枪之前从没有像装备骑枪之后那样对成功冲击充满信心。奥库涅夫认为骑枪让骠骑兵的士气有所增长，也让他们深信自己优于敌军，这本身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
[13]

 在1812年，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的骠骑兵部队包括格罗德诺骠骑兵团和由来自不同骠骑兵团的4个后备中队组成的一个混合骠骑兵团。

然而，这里应当注意到下列情况：按照奥库涅夫的说法，他只是从骠骑兵那里得知骑枪让他们对冲击得胜更具信心。至于奥库涅夫笔下的其他理由，那都源自他的个人观察乃至理论推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骠骑兵冲击的说法极具纯理论色彩。因此，骑枪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对士气的影响。此外，关于骑枪在这方面的影响，人们的观点也略有不同：奥库涅夫认为骑枪能够令装备它的骑兵更具自信，其他军官则认为骑枪对敌军士气会产生负面影响。

同样是在1812年，俄军的胸甲骑兵团再度引入胸甲，但这并非帕维尔时期的单面胸甲，而是同时保护胸背的双面胸甲。第1胸甲骑兵师的各个团在拿破仑入侵前夕已于6月获得胸甲，第2胸甲骑兵师下属各团则要在作战过程中才拿到胸甲——具体分发时间是7月底（公历8月初），所以，参加博罗季诺会战的所有胸甲骑兵团都已配备了胸甲。不过，胸甲骑兵团中的后备中队却没有配发胸甲。
[14]

 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的第1步兵军守卫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该军下辖由4个后备中队组成的混合胸甲骑兵团，因此，并未配备胸甲的后备中队也有机会直接参与1812年战争。

由于火器短缺，俄军第1、第2西方军团的各个骑兵团奉命在1812年7月底（公历8月初）上缴步枪和马枪，每个中队只留下10支步枪或马枪。
[15]

 这里的“10支”可能是印刷错误，因为按照俄军习惯，每个中队应当安排16名士兵（每个排抽出2个伍）充当侧卫骑兵（即马上散兵）。第1胸甲骑兵师师长于1812年7月23日/8月4日发布的命令就要求每个近卫骑兵中队留下16支线膛短马枪，每个常规骑兵中队则留下16支马枪。
[16]



军方计划用从骑兵手中收集的步枪和马枪武装民兵，但它是否落实仍无可查考。第3西方军团和多瑙河军团的骑兵至少在1812年战局结束时依然没有上缴枪支。两个驻扎在高加索的龙骑兵团也没有上缴。

根据1812年10月10日/22日的法令，骑兵中应当配发的长管枪支数量如下：每个胸甲骑兵中队、枪骑兵中队16支线膛短马枪，每个骠骑兵中队16支马枪，龙骑兵则不配备步枪或马枪。
[17]

 1813年年初，俄国工兵也装备了龙骑兵步枪。
[18]

 1814年战局结束后，军方才决定将步枪归还给龙骑兵。

1812年年底，许多龙骑兵团被改编为其他类型的骑兵：2个团（普斯科夫、斯塔罗杜布）改为胸甲骑兵、7个团（亚姆堡、奥伦堡、西伯利亚、日托米尔、弗拉基米尔、塔甘罗格、谢尔普霍夫）改为枪骑兵、8个团（涅任、切尔尼戈夫、阿尔扎马斯、立夫兰、谢韦尔斯基、佩列亚斯拉夫、蒂拉斯波尔、多尔帕特）改为猎骑兵〔类似于法军猎骑兵（chasseurs à cheval）的新兵种〕、1个团（伊尔库茨克）与彼得·伊万诺维奇·萨尔特科夫（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
 ）伯爵于1812年组建的骠骑兵团合并，随后更名为伊尔库茨克骠骑兵团。1813年战局之初，皇帝陛下胸甲骑兵团升格为近卫团。
[19]



1812年年末，正规骑兵的编制再度发生变动：每个团都应当重组成6个野战中队和1个后备中队。不论何种骑兵，一个团都应当下辖5名校官、53名尉官、22名号手、126名军士、1260名列兵和176名非战斗人员。而在和平时期，每个中队里理论上都有1名军士和12名士兵并不配备战马。
[20]



在1813—1814年战局中，许多骑兵团的实力相当薄弱，因而在编组部队时无法采用新编制。比如说，圣彼得堡龙骑兵团只有4个中队，新俄罗斯龙骑兵团在1813年也只有4个中队，到1814年战局之初甚至重组成了3个中队。
[21]

 在1813年11月底/12月中旬，新俄罗斯龙骑兵团共有311人、莫斯科龙骑兵团250人、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356人、米陶龙骑兵团447人、基辅龙骑兵团373人，谢韦尔斯基猎骑兵团202人、阿尔扎马斯猎骑兵团216人、切尔尼戈夫猎骑兵团306人、立夫兰猎骑兵团159人、多尔帕特猎骑兵团205人。
[22]



1813年年初，所有骑兵都编成由4个同类骑兵团组成的骑兵师（近卫轻骑兵师除外，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师）：3个胸甲骑兵师（其中一个师下辖3个近卫重骑兵团）、4个龙骑兵师、3个骠骑兵师、3个枪骑兵师和2个猎骑兵师。此外还有2个龙骑兵团留在高加索。
[23]



如你所见，在1812—1813年间，俄军骑兵中的枪骑兵数目得到了显著增长：除了1812年春季业已存在的枪骑兵团外，骠骑兵团中的第1列人员也配备了骑枪，到1812年年底，还有7个龙骑兵团改编为枪骑兵团并配备对应兵器。骑枪既具备优点，也存在重大缺点。只有在深知如何使用骑枪、马术出色并且拥有良马的骑兵手中，骑枪才是一种颇具威力的兵器，而且，即便是这样的骑兵也可能在某些使枪场合面临严重的困难。枪骑兵在正面列队冲击时最具威力，而这主要源于骑枪给枪骑兵和对手带来的心理影响。之所以最优秀的枪骑兵出自波兰，是因为波兰贵族始终保持着骑马和使枪传统。因此，让骠骑兵装备骑枪、将龙骑兵团改编为枪骑兵团的做法很难立刻带来显著的正面效果。

应当注意到，枪骑兵在这一阶段也出现在拿破仑的军队当中，而且他们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截至1811年，拿破仑的近卫军中已有2个装备骑枪的轻骑兵团。同样是在1811年，拿破仑下令将6个龙骑兵团改编为轻枪骑兵团（chevau-légers lanciers），可即便到了1812年，也并不是所有枪骑兵团都已组建完毕：大部分团里仅有一个中队或半个中队能够执行枪骑兵勤务。此外，法军利用波兰人和德意志人组建了3个轻枪骑兵团。而在建立华沙大公国并组建军队后，拿破仑还得到了一个拥有无数枪骑兵的盟友。



理论



哈托夫在他的《战术通论》第一卷中提出了一种在理论家中颇为盛行的观点：骑兵中队的人数不应当太多，50—60个伍是最合适的规模。
[24]

 也就是说，如果不计军官和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士，那么中队兵力应当是100—120人。哈托夫描述的骑兵队形和战术总体而言与1796年骑兵条令中的相关规定差别不大。让骑兵收拢成以排、中队为单位的纵队和让上述纵队展开成横队的队形变换方式并未发生变化。像在攻击敌军步兵时让第4排散开后使用手枪开火，诱使敌军步兵射击的机动方法也一模一样。
[25]



事实上，条令和《战术通论》第一卷之间的重大差异在于哈托夫主张让骑兵以三人为一组完成转弯，
[26]

 而非条令中规定的以二人或四人为一组，而且他也不建议使用没有横向间隔的战线发起冲击，指出当一条漫长的骑兵战线快速执行机动时，为了避免出现混乱状况，有必要在战线中的各个中队之间留出15—25步的间隔。不过，哈托夫在根据其他材料改写而成的第二卷中建议骑兵中队在起伏地带留出横向间隔，但在平整地带则要列成“墙式”队形，也就是毫无间隔的紧密横队。
[27]

 哈托夫还指出双方骑兵全速相向而行时并不会真正发生冲撞，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会掉头逃跑，当然有些时候双方也会相互贯穿对方战线。尽管如此，骑兵在成功完成冲击后通常也会陷入混乱。
[28]



哈托夫复述了吉贝尔的理论：速度是骑兵冲击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哈托夫也照搬了吉贝尔笔下的冲击提速流程：骑兵在距离敌军600步时开始冲击，第一个200步以略慢的快步完成，第二个200步以略快的快步完成，第三个200步以跑步完成，其中最后60—70步（吉贝尔的著作中是50步）是全速冲击，这样，骑兵就能够以最大速度接敌。
[29]



哈托夫指出骑兵在上坡时发动的冲击比下坡时更具威力。
[30]

 但正如军事理论家梅杰姆在19世纪30年代所述，这种结论只适用于坡度小于10°的斜坡，而且要求地面相当坚实。在容易打滑或坑坑洼洼、有着凸起和岩石的斜坡上，即便坡度不大，骑兵队形也很难行进，有时甚至根本无法通行。
[31]



哈托夫建议将骑兵列成两条战线：第二线要负责保护第一线侧翼，增援第一线或是轮换第一线。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的距离应当是200—300步。第二线各中队的间隔要比第一线的间隔宽一些，其宽度最大可以相当于一个中队横队的宽度。
[32]



哈托夫认为，骑兵除了两条战线之外还应当留有预备队，并且不要将预备队放在第二线正后方，因为如果敌军迫使前两线退却，就会导致位于正后方的预备队陷入混乱，所以，预备队必须位于侧后方。
[33]

 他指出，翼侧冲击在骑兵战中非常重要，主张将若干个排或中队部署到骑兵战线侧后方不远处，让它们以多种方式保护己方侧翼并包抄敌军侧翼。
[34]

 他还建议使用以中队为单位、相邻中队前后距离为30—50步的纵队连续冲击敌军步兵暴露在外的侧翼或方阵一角。
[35]



哈托夫还给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建议。如果敌军步兵击退了己方骑兵的第一次冲击，那就不应当再用同样的骑兵在相同情况下去冲击同样的步兵，因为步兵会因此前的成功大受鼓舞，骑兵则会因此前的失败士气消沉。
[36]

 如果骑兵出现溃逃，就有必要立刻着手拦阻，不过，最好还是让骑兵先后撤一段距离，然后再将他们拦下并重整队形，因为骑兵集结、整队所需的时间要远长于步兵。
[37]

 如果己方骑兵击退了敌军的第一条骑兵战线，那么骑兵随后就得减慢速度乃至停顿两分钟左右，以便稍作休整并恢复队形。
[38]

 骑兵不应当在会战伊始、敌军炮兵尚未开火时发起冲击，因为这种贸然冲击会让敌军炮火全部集中到骑兵头上。
[39]

 哈托夫还主张在第一条步兵战线后方部署若干骑兵，并将其余骑兵全部放在第二条步兵战线之后。
[40]



一篇于1810年发表在《军事期刊》上的文章认为不应当将大规模骑兵集群部署到某一地段，特别是不应当将大批骑兵集中到侧翼，这既是因为很难找到便于使用庞大骑兵集群的地带，也是因为庞大集群会在敌军炮火下损失惨重。
[41]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主张在第一条步兵战线之后有利于骑兵作战的所有地段都部署若干骑兵，以便扩张第一条战线的战果，且在该战线陷入混乱时保护步兵。
[42]

 他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结论：

任何亲历过战火的人都会知道：不管敌军的步枪火力有多弱，让陷入混乱的骑兵顶着火力整队都异常困难。
[43]





条令与训练



前文中讨论1801—1809年间骑兵的章节业已提到1796年骑兵条令后来可能已被废弃，俄军在编制、训练、队形和队形变换等方面使用多种教令替代这份骑兵条令。

新骑兵条令的第一部分要到1812年才以《骑兵队列勤务初级教令》的名义刊行。
[44]

 这部新条令基本上是在照搬法军骑兵条令，而法军条令的第一版可以追溯到1788年，后来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稍作修订便一直沿用。
[45]

 由于骑兵战术在18、19世纪之交的变化并没有步兵战术那么剧烈，所以即便是这么一部老条令也相当有用。

《初级教令》或许要到1812年末或1813年初才生效，这是因为其中规定的团编制中包括6个野战中队，而这直到1812年底才被俄军采用。《初级教令》中仅仅包括了团的编制与队形、骑兵单兵教练和中队教练。包括团教练在内的完整骑兵条令要到1818年才能面世。
[46]



根据《初级教令》的规定，每个中队（见图50）分成两个半中队，每个半中队分成两个排，每个排又分成两个半排。此外，每个排还分成若干个班，每个班下辖3个或4个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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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中队，1812—1820年



1-中队长　2-军官　3-掌旗士官生　4-军士　5-号手　6-列兵



中队长应当位于第1列前8步处。

军官应当根据经验而非军衔排列。

位于中队前方的军官应当在第1列之前1步处。第2、第3排的军官应当位于排的正前方，第4排的军官应当位于左起第2伍之前，第1排的一名军官应当位于右起第2伍之前，另一名军官则位于该排左起第2伍之前。

殿后军官应当位于后列之后3步处。

殿后军士应当位于后列之后1步处，（除第2排外）每个排应当有一名军士位于右起第2伍之后，另一名军士位于左起第2伍之后。

如果中队不携带军旗，中队里就不设掌旗士官生（旗手），第2列中不留缺口，该中队第2排后方也配有2名军士。


在每个中队内部，第1半中队里的士兵身高应当从右向左递减，第2半中队则是从左向右递减。中队要排成二列横队，前后两列的距离是1步，也就是前列的马臀和后列的马头之间相距1步。龙骑兵在马上排成二列横队，下马后则应当排成三列横队。最优秀的人员和战马应当部署到第1列，这当中最出色的人马则应当位于排、半排和班的两翼。
[48]



在骑兵团横队当中，相邻2个骑兵中队的间隔应该相当于一个排横队的宽度（即中队横队宽度的四分之一），相邻两个团的间距应该相当于两个排的正面宽度（即中队横队宽度的一半）。
[49]

 在以排为单位的疏开纵队中，每个排里有多少个伍，相邻两排的前后距离就应当是多少步，不过，这一距离的定义却是前一个排的前列马匹前腿和后一个排的前列马匹前腿之间的距离。在以排为单位的团纵队中，相邻两个中队的距离应当是中队内部排间距离的2倍。
[50]

 在以中队为单位的紧密团纵队中，相邻两中队的前后距离应当是15步，该距离的定义仍是前后两中队前列马匹的前腿间距。
[51]



根据《初级教令》的规定，每匹马在列中占地为1步（即横向占地），在伍中占地3步（即纵向占地）。
[52]

 如果这里的步是步兵训练中用到的步（1阿尔申或0.71米），那么队形似乎就太窄了。
⑩

 《初级教令》中规定马匹平均速度大致如下：慢步每分钟50沙绳（106.7米/分或6.4千米/小时）、快步每分钟120沙绳（256米/分或15.4千米/小时）、跑步每分钟150沙绳（320米/分或19.2千米/小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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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中队由以排为单位的纵队展开成横队




新兵在学习乘马行进时，首先应当以单列小队为单位训练直线行进，然后以排为单位训练，最后以中队为单位训练。
[54]

 此后，新兵需要学习以排为单位采用固定旋回轴和移动旋回轴转弯
[55]

 、斜向行进
[56]

 和三人一组转弯
[57]

 。接下来，骑兵就要练习队形变换。《初级教令》中规定了多种将中队由纵队展开成横队的方法，其中两种与1796年条令（见第十章“帕维尔一世的改革”中的图34、图35）所述相同，另一种新方法如图51所示。

在进行冲击训练时，中队长应当位于中队前方320步处，下令各排从第1排开始轮流发起冲击。骑兵排在冲击时应当首先以慢步行进大约50步，然后根据命令加速到快步，以快步行进大约100步，接下来再根据另一道命令加速到跑步，以跑步行进大约80步，随后根据“前进，前进”命令加速到袭步，等到距离中队长大约10步时再奉命减速，先降至快步，再降至慢步。此后还要以半中队和中队为单位进行同样的训练。
[58]



这种训练方式几乎与法军骑兵条令中的训练如出一辙。
[59]

 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初级教令》将快步行进距离从150步缩短到100步。《初级教令》规定：

在与敌军作战时，袭步冲击距离绝不应当超过80步。在骑兵横队以快步迫近敌军的场合中，下令“前进，前进”时，距离敌军越近，骑兵的冲击力就越强，距离敌军越远，冲击力就越弱，横队就越混乱，马匹就越疲惫。
[60]



不过，读者千万不要认为骑兵在实战中会真的以排为单位轮流冲击。
[61]

 这种让各个排轮流冲击的训练方式目的在于使中队长了解各个排的冲击能力：亦即各排能否由某一步法变为另一步法，能否在冲击中维持队形和机动方向。骑兵在实战中通常会全团投入冲击，有时会以分团（1个分团下辖2个中队）为单位冲击，小规模战斗中也会让各个中队分别展开冲击。

掌旗士官生（旗手）在发起冲击前应当从第1列转移到第2列中的空位。在冲击和其他各类作战机动中，应当在中队长身后部署1名号手，其他所有号手都要留在中队后方。
[62]



为了让骑兵习惯于在冲击结束后迅速集结并重整队形，中队长需要进行如下练习：命令士兵以全速疾驰一段距离，向左右两侧散开并用手枪射击，然后再下令吹响“集结”信号，听到号声后，骑兵就应当集结、列队。骑兵应当尽可能快地整队，他没有必要返回原位，只用回到自己所属的排和列就行。
[63]



如果一个中队有必要执行敌前退却，它就必定得以半中队为单位交替退却。第1半中队（右翼半中队）要先向前行进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与一个排横队的宽度相当，然后，第2半中队（左翼半中队）各排向左向后转，以中速退却一段距离——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命令它以快步退却。退得足够远之后，第2半中队的各个排就要再度向左向后转，列成面朝敌军的横队。此后，第1半中队的各个排开始右转，绕过第2半中队向后退却，拉开一段距离并面朝敌军列队，如此反复循环下去。中队旗必须放在最靠后的半中队里，所以，当退却中的半中队绕过停留在原地的半中队时，旗手就要从后者队列转入前者队列。
[64]



中队正面和两翼都应当由侧卫骑兵（马上散兵）掩护。每个中队应当挑选出16名骑兵充当侧卫骑兵，他们被称作马枪骑兵（карабинеры
 ），位于各个排的侧翼伍里。如果马枪骑兵的人数还不足以满足需求，那就应当让第4排扮演侧卫骑兵角色。在将第4排展开成散开队形时，只用让三分之二的士兵充当侧卫骑兵，另外三分之一则要列成紧密队形作为预备队。排长应当带着一名号手和散开的侧卫骑兵待在一起。

侧卫骑兵要排成疏开的两列队形，这两列前后距离为20—25步，第2列（后列）中的每一名侧卫骑兵都应当位于第1列中两名侧卫骑兵间隔的正后方。第1列中的一名侧卫骑兵和第2列中位于前者左后方且距离前者最近的侧卫骑兵会结成一对散兵。侧卫骑兵要分成两个班，每个班在右翼安排1名军士。侧卫骑兵的散兵线应当位于中队横队前方80—100步处，预备队则位于横队前方25步处。

第1列散兵应当从每个班的右翼开始依次前进15—20步、开火、后转，然后返回第2列并着手装填枪支，与原第1列散兵配对的原第2列散兵则要上前占据前者空出的位置。如果侧卫骑兵需要掩护中队退却，第1列散兵就不应当向前骑行，只用就地开火再退到第2列后方，原第2列散兵接下来就地开火并后退，就这样一直反复循环下去。

应当注意到，侧卫骑兵在实战中当然不可能严格维持这种开火次序，但这样的训练仍然有助于让骑兵变得机敏，使骑兵在散开后也具备战斗力。如果中队长打算让马枪骑兵散开战斗，他就得指定一名军官带上1名号手和2名军士指挥马枪骑兵，并在必要情况下编组预备队。不论中队执行何种机动，侧卫骑兵都应当跟随中队并负责掩护。
[65]

 骑马近卫团军官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米尔科维奇曾在日记中提到侧卫骑兵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前夕进行的训练。
[66]



有些骑兵团的团主和团长在自己的团里采用了《初级教令》中未曾提及的训练方式。比如说，伊久姆骠骑兵团团主伊万·谢苗诺维奇·多罗霍夫少将就主张使用类似于苏沃洛夫式“贯穿冲击”的训练方式：他在1812年6月6日/18日发给中队长们的命令里要求他们在中队机动训练中把中队分成两部分，两部分相向而行，用手枪和马枪射击（空包弹），最终互相贯穿。各个伍在贯穿时应当从伍的横向间隔中通过。贯穿冲击训练首先以慢步进行，然后改为快步，最终则要以跑步完成。
[67]



多罗霍夫在1812年8月3日/15日签发的命令中规定了军官在中队里的位置，而这与条令中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此外，这份命令还规定了负责收拢队列的军官和军士的职责：

……如果某个中队或某支部队发起冲击，军官就应当立刻正对各个排的间隔，而且必须位于横队前方，这样才能观察到位于左右两侧的排。中队长必须位于右翼，这样就能从前面观察他麾下的整个中队。根据他的命令，尉官始终要负责收拢中队，要砍死每一个懦夫。根据他的命令，所有负责收拢队形的军士也要这么做。在冲击过程中，行进中的部队必须用手臂紧紧夹持骑枪，尽可能地将它们指向前方。
[68]



1810年度的《军事期刊》上曾刊登过一位化名为“普罗斯托夫（Простов）少校”的军官的来信，他在信中表示所有机动和队形变换通常都以快步完成，但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杜罗娃指出，她曾在1810年效力于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当时该团的各个中队以袭步执行所有机动，而且中队长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施泰因将军担任团主的年代。
[69]



此外还存在步骑兵联合训练的做法。比如，科诺夫尼岑将军曾于1811年将部队集结到涅曼河畔别利察附近的营地（位于利达以南）里展开演习。他将参演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切尔尼戈夫步兵团、科波尔耶步兵团、苏梅骠骑兵团的3个中队和6门轻炮，第二部分包括穆罗姆步兵团、混合掷弹兵营、苏梅骠骑兵团的2个中队和4门轻炮。上述部队在演习中展开对抗，骠骑兵在此期间需要特别关注前哨勤务和配合步兵作战。

科诺夫尼岑于演习前颁布的命令（签发于1811年8月26日/9月7日）规定“交战双方”的部队不应当进至相距150步以内，只有骑兵冲击步兵例外，在这类场合，骑兵需要像苏沃洛夫的“贯穿冲击”那样穿过步兵队形。不过，科诺夫尼岑在给骑兵的命令中并不主张正面冲击步兵队形：

骑兵主要是在平地上作战；……正面冲击步兵不可能奏效，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冲击横队侧翼，那么就总能取得胜利，无遮无掩又遭到骑兵侧击的横队当然就无法支撑下去。
[70]





战术



大会战中的俄军在机动过程中通常会列成以中队为单位的全间距或半间距团纵队：也就是每个中队都列成横队，团里的所有中队前后相继地列队，相邻中队的间距相当于一个或半个中队横队的宽度。
[71]

 在有必要发起冲击或需要在敌军火力下坚持较长一段时间时，俄军骑兵团也会展开成横队。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提到俄军骑兵在皮尔纳和库尔姆列成以分团（一个分团包括2个中队）为单位的纵队。
[72]

 符腾堡的欧根亲王也提到近卫枪骑兵团在库尔姆会战中列成了“以分团为单位的全间距纵队”（Divisions-Colonnen mit Distancen）。不过，诺罗夫是一位步兵军官，符腾堡的欧根也是步兵指挥官，所以，如果一个下辖4个中队的骑兵团列成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他们就有可能将其误称为“以分团为单位”的纵队，这是因为这样一种队形看上去很像是步兵中的以分营为单位的纵队（4个分营前后相继，步兵的分营与骑兵的分团名称相同）。欧根直接将库尔姆会战中俄军近卫步兵的队形称作“全间距营纵队”（Battalions-Colonnen mit Distancen）。
[73]

 而根据诺罗夫的说法，近卫步兵在库尔姆会战中列成了营冲击纵队。
[74]



战场上的俄军骑兵一般会列成几条战线，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两条，第4骑兵军军长卡尔·卡尔洛维奇·西弗斯〔Карл Карлович Сиверс
 ，德文名为卡尔·古斯塔夫·冯·西弗斯（Carl Gustav von Sievers）〕少将关于舍瓦尔季诺战斗的报告、第2骑兵军军长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科尔夫（Фёдор Карлович Корф
 ）少将和第3骑兵军第2旅旅长基普里安·安东诺维奇·克罗伊茨（Киприан Антонович Крейц
 ）少将关于博罗季诺会战的报告、费迪南德·温青格罗德（Ferdinand Winzingerode）将军麾下某骑兵旅旅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曼陀菲尔（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антейфель
 ）少将关于登讷维茨（Dennewitz）会战的报告都指出俄军骑兵列成两线。
[75]



在莱比锡会战中，伊拉里翁·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奇科夫少将作为萨肯将军第11军的骑兵指挥官，于1813年10月5日/17日将骠骑兵师分成两线，率领它以旅为单位发起冲击，一个旅（马里乌波尔、阿赫特尔卡骠骑兵团）位于第一线，另一个旅（亚历山德里亚、白俄罗斯骠骑兵团）位于第二线，这可能也是骑兵师在1813年的常用战斗队形。马里乌波尔和阿赫特尔卡骠骑兵团在这次冲击中击退了当面的法军骑兵，迫使法军步兵匆忙结成方阵，缴获了位于法军步兵后方的5门火炮，然后突破多条法军战线，带着缴获的火炮和抓获的大约500名战俘返回己方战线。联军的西里西亚军团司令普鲁士将领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曾是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一名骠骑兵军官，他对俄军此次冲击倍感满意。
[76]



如果第一线陷入混乱或被击退，它就得退到第二线之后重整队形。多罗霍夫少将在他于1812年8月3日/15日发布的命令中指出：

如果某个中队或某支部队在冲击结束后收到重整信号，或是该部已被敌军打乱，那就得严禁它直接退往预备队或炮兵方向。与此相反，它应当在两翼或中央找到一片开阔地，退到预备队之后50步处，此时不要考虑计数，也不用顾及排列，只需面朝敌军所在方向列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敌军附近，那就要以跑步而非慢步或快步逃离敌军。

你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次交战中，敌军如果不是依靠队形和秩序，就无法避免彻底失利。我要求中队长先生们把这道命令和目前所见的所有敌军做法灌输到士兵的脑子里，因为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尊重敌人。如果我们注意到上述一切问题并且激励我军士兵，那就可以依靠我们的勇气消灭恶棍。我再次重申，在这种场合下，我不要从中队长和其他军官口中听到别的声音。
[77]



在第一线退却后，第二线成了新的第一线，这时就轮到它来冲击或反击，各条战线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此回顾前文中摘引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段落，他描述过1813年10月2日/14日发生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骑兵战，这场交战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一轮冲击接着一轮冲击……当某个［团］全体出动冲击其他［团］时，交战双方一次又一次地在相距几步时停下，然后冲上去砍杀，被击退的一方会退往预备队方向，预备队则上前进至第一线，继续投入这场悬而未决的漫长战斗。
[78]



巴格拉季翁在他于1812年6月25日/7月7日下达给第2西方军团的命令中要求骑兵列成交错队形。
[79]

 这种队形便于各条战线交替退却。
[80]

 在描述作战时，“交错队形”一词通常会出现在前卫战和后卫战的场合。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为例，这位曾在1812年为俄军效力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提到彼得·彼得罗维奇·帕伦（Пётр Пётрович Пален
 ）少将在维捷布斯克（Витебск
 ）附近的后卫战中将他麾下后卫部队中的骑兵以交错队形列成三线。
[81]

 科诺夫尼岑将军写道，在从维亚济马退往博罗季诺途中的诸多后卫战里，俄军骑兵通常会列成交错队形，以梯队发起冲击。
[82]

 交错队形也出现在大会战当中，骑士近卫团在博罗季诺就列成了这种队形：第1、第4中队位于第一线，第3、第5中队位于第二线（该团第2中队系后备中队，当时在负责保护圣彼得堡方向的维特根施泰因将军麾下作战）。
[83]



克劳塞维茨指出，俄军骑兵在1812年战局之初仍然存在一些过时习惯。在维捷布斯克附近的后卫战中，帕伦将军将他的全部骑兵——足足32个中队——都集中到右翼，这是因为俄军阵地一线有许多小树林和灌木丛，右翼的密林、灌木和河流之间则有一块开阔地。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俄军中普遍存在一种过时的观点，那就是骑兵应当部署到侧翼，并且要在开阔地上作战。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这个战例中，将骑兵集中到右翼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对整整32个中队而言，那片开阔地实在是太狭窄了，它的宽度不超过600步，因此骑兵需要列成三线。结果因敌军炮火而蒙受了可观的伤亡，而后卫部队中的步兵——共有14个营——则需要坚守一段相对于兵力而言太过绵长的阵地，所以，步兵只能列成各个营之间留出巨大间隔的两条战线，它没有预备队，没有骑兵支援，左翼也没有得到保护。

克劳塞维茨认为没有必要将所有骑兵集中到右翼，因为那里有一条足以提供保护的河流，敌军实际上不可能从这一翼包抄俄军。如果能把骑兵部署在步兵后方，那实际效果就会好得多，因为尽管阵地一线存在着树林和灌木丛，但依然有足够空间可供小队骑兵活动，而且，这种做法还可以让骑兵支援步兵、掩护左翼。
[84]

 值得一提的是，克劳塞维茨与上文引述过的《军事期刊》某匿名作者观点一致。
[85]



必须指出的是，帕伦将军取得的战绩堪称成功，他将法军拖住了很久，让第1西方军团的主力部队得以安全退却。不过，克劳塞维茨却将这一胜利归因于敌军绵软无力的攻击。

近卫哥萨克团团长、侍从将军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奥尔洛夫-杰尼索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Орлов-Денисов
 ）少将在卢比诺（瓦卢季诺山）会战（1812年8月7日/19日）中奉命指挥多个骠骑兵团和哥萨克团（马里乌波尔、苏梅、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伊久姆骠骑兵团的2个中队以及5个哥萨克团），他的任务是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南侧挡住法军的庞大集群——他们分成两个纵队，计划包抄俄军侧翼。根据奥尔洛夫-杰尼索夫本人的说法，他将自己下属的骑兵团在灌木丛的某个缺口处列成4条留有横向间隔的战线，战线之间也要留出中队间距（也就是说，相邻战线的前后距离相当于中队横队的宽度）。骑兵的右翼有一座小丘可供依托，小丘上也架设了4门骑炮。

敌军的每个纵队前方都有若干步兵，骑兵则在步兵身后跟进。下午1时许，敌军步兵从树林中涌出来开火。奥尔洛夫-杰尼索夫命令他麾下的骑兵稍稍后撤。敌军步兵继续推进，随后，奥尔洛夫-杰尼索夫命令第一线冲击这批步兵并将其击败，然后退却到第四线之后重整队形，第二线则要立刻冲击敌军步兵身后的骑兵，随后也要撤到最后，如此反复循环下去，按照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说法，这样就“可以凭借持续不断的冲击阻止敌军在林间空地上列队”。

根据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说法，第一线由马里乌波尔团和若干哥萨克团组成，他们在冲击法军步兵时取得大胜：敌军步兵被击败，邻近的骑兵也只能帮助一部分步兵。然而，按照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回忆录手稿中留下批注的另一位人士的说法，他的计划也在此时出了岔子：胜利令第一线部队欢欣鼓舞，他们并没有奉命退却，而是朝着敌军骑兵冲了过去，第二线也没有等到第一线退回就自行冲击法军。这两条战线虽然击退了敌军骑兵，却变得相当混乱，随后只得后撤。

此后的一切都有序进行，各条战线的交替冲击持续了4个小时之久。此后，又一个敌军集群出现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所部骑兵左翼，用枪炮轰击骑兵，于是，他被迫命令左翼部队后退。俄军骑兵战线变短了，不过这也让他能够着手安排预备队：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列成纵队部署在右翼后方，伊久姆骠骑兵团的2个中队和1个哥萨克团则部署在左翼后方。奥尔洛夫-杰尼索夫还得到了增援部队——普斯科夫、佩尔瑙步兵团和12门步炮。他将普斯科夫团部署在右翼的树丛里，佩尔瑙团在第一线骑兵中央列成方阵，所有火炮都隐蔽在第一线骑兵右翼之后。

两个法军纵队在5点半左右迫近了俄军右翼，俄军任凭法军进至极近距离，然后让16门火炮（12门步炮和4门骑炮）发射霰弹。与此同时，步兵团也开始射击。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话说，这“让敌军遭受了恐怖的失利”。苏梅骠骑兵团和哥萨克随后冲击敌军并将其击退。
[86]



拉多日茨基在1812年是第3轻炮连的一名军官，他目睹了这场战斗的第一阶段。按照拉多日茨基的说法，他当时指挥6门火炮待在佩尔瑙步兵团右翼。他写道：

就在佩尔瑙团前方，蓝色的、红色的、灰色的、绿色的骠骑兵携带着骑炮，以中队为单位在树丛后面列队。一场骑兵战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我们看到了迷人的景象，几个法军骠骑兵中队冲向我军，我军全速逃离，可随后在得到新锐中队增援后又反过来打退了法军，最终是［敌军］的霰弹和子弹阻止了他们的杀戮。我军转而后退，再度遭到法军的追击。这样的战斗更像是骑士竞技：有些骑兵坠马，有些身陷陌生人当中的骑兵挥舞着马刀，某个人用手枪开火，另一个人则在砍杀，马匹撞在一起，变得狂暴并开始飞奔……
[87]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拉多日茨基准确地记住了俄军骠骑兵的制服颜色：蓝色是马里乌波尔团，红色是伊久姆团，灰色是苏梅团，绿色是伊丽莎白格勒团。不过，读者并不应当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解读拉多日茨基所说的“马匹撞在一起，变得狂暴”：他当时是在远处观战，只是看到奔驰的骑兵稍作停顿，“有所迟疑”（他用这个词描述炮兵挽马停下脚步拒绝前行
[88]

 ），可随后又动了起来（“开始飞奔”）。

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俄军骑兵几乎分布在整条战线上，亲历此战的克劳塞维茨指出，骑兵原先位于第二条步兵战线之后300—400步处。
[89]

 第1骑兵军位于第2步兵军右翼后方，第2、第3骑兵军分别位于第4、第6步兵军后方，第4骑兵军和第2胸甲骑兵师位于第2西方军团各个步兵师后方，第1胸甲骑兵师在第5步兵军后方充当预备队。

每个骑兵军都分成两条战线，龙骑兵位于第一线，枪骑兵和骠骑兵位于第二线。
[90]

 在库图佐夫战前签发的博罗季诺作战计划中，它规定骑兵必须支援步兵，骑兵部队应当位于步兵纵队间横向间隔的正后方。
[91]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骑兵的确时常支援步兵，与步兵密切协作，他们一再对已被步兵打退、击溃的敌军发起追击。
[92]



有些时候，俄军骑兵会派出小股部队投入战斗，这并不能派上多少用场。西弗斯将军在1812年担任第4骑兵军军长，他在舍瓦尔季诺战报中指出自己派出一个团乃至2—3个中队投入冲击。
[93]

 这样小规模的冲击不可能带来什么决定性战果，骑兵也只会蒙受不必要的伤亡。

另一方面，俄军胸甲骑兵在舍瓦尔季诺战斗中使用多个团发起冲击，给某些法军步兵团造成了惨重损失。安东·福森（Anton Vossen）当时是法军第111战列步兵团的一名中士，他表示这个团在夺取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后向北面推进，与俄军步兵交战，却遭到了俄军胸甲骑兵的突袭。法军迅速着手编组方阵，但俄军胸甲骑兵已经杀入该团1营，将其彻底击溃，整个第111团也在一片混乱中退却，损失了大约300名士兵、团属火炮和辎重车队。
[94]

 俄方参与此次冲击的可能是小俄罗斯、格卢霍夫胸甲骑兵团。
[95]



某些场合下的艰难、复杂战术处境决定了俄军只能以小股兵力发起冲击。比如说，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当敌军夺取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后，由于俄军当时能够动用的步兵数量不足，有的骑兵团被迫在前线待上一段时间或是负责支援炮兵部队。根据第1胸甲骑兵师第1旅旅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博罗兹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ороздин
 ）的战报，阿斯特拉罕胸甲骑兵团、皇后陛下胸甲骑兵团曾以分团（2个中队）为单位冲击列成散开队形的法军步兵和炮兵。
[96]



不过，俄军骑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多数场合还是以完整的团或旅（下辖两三个团）建制与敌军骑兵作战。拿破仑在骑兵兵力上拥有不小的数量优势，但战场上有很多条相当深的冲沟，这些冲沟不仅岸边陡峭，而且底部满是淤泥，这导致法军的大规模骑兵集群无法迅速发起冲击，俄军骑兵反倒能够在某些局部反击中占据优势。
[97]



关于博罗季诺会战中的骑兵战，最详尽的描述之一出自科尔夫少将呈递给巴克莱的战报，它的史料价值高到笔者在此几乎要对其全文引用：

在8月26日的会战中，由我指挥的第2、第3骑兵军被部署在第4、第6［步兵］军后方。大约正午时分，敌军将所有兵力集中到我军左翼，我当时按照阁下的命令派遣多罗霍夫少将率领苏梅、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和库尔兰、奥伦堡龙骑兵团增援左翼。多罗霍夫少将率领下属各团迫近了工事和步兵，他发觉拥有数量优势的敌军骑兵开始着手包围我军步兵和炮群。他立刻列队，急忙率领奥伦堡龙骑兵团冲击敌军骑兵中部，马里乌波尔骠骑兵团和库尔兰龙骑兵团冲击侧翼，此次冲击依靠速度击溃了敌军骑兵，将其撵到敌方炮群所在地。在那里，敌军的预备队赶来增援溃兵，挡住了我军骑兵，此时，多罗霍夫少将立刻让苏梅骠骑兵团投入战斗，并吹响集结号召回其余各团，将部队重新列成两条战线，再度冲击迎面赶来的敌军骑兵并将其击退。在这场战斗中，苏梅骠骑兵团救回了我军此前被迫彻底抛弃的8门火炮。与此同时，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龙骑兵团负责掩护位于我军中前方的我方大炮群。这两个团冒着最为猛烈的炮火从上午8时坚持到正午。在此期间，敌军出动实力强大的步骑兵纵队，试图夺取炮群，龙骑兵团飞快地发起冲击，将敌军击溃，为坚守阵地做出贡献。下午3时，敌军集中全力冲击我军中部，计划击穿我军步兵。这时，我按照阁下的命令急忙率领第2骑兵军增援该地段。当我抵达这一地段时，我看到敌军中部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步兵纵队，左翼是一个胸甲骑兵团和一个卡宾枪骑兵团，右翼是掷弹骑兵团，他们在炮群的掩护下猛烈冲击我军步兵，意图迫使我军散兵混乱地后撤。我立刻命令潘丘利泽夫第二［Панчулидзев 2-й
 ］少将麾下的伊久姆骠骑兵团和波兰枪骑兵团快步前进，列队冲击敌军卡宾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可这两个团甚至在己方遭遇冲击时都没有及时列队，因而陷入混乱。我需要高度赞扬我的副官们和军需主任舒伯特上尉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他们帮助我拦下陷入混乱的骑兵团并着手重整队形。以下人员表现尤为突出：我的副官雅科夫列夫上尉、伊久姆骠骑兵团的洛什卡列夫［Лошкарев
 ］上尉——他集结起该团的一个中队并再度飞速冲击敌军。最后，这两个团在成功重整队形后挡住了敌军胸甲骑兵和卡宾枪骑兵的迅猛追击，让同样陷入混乱的我军步兵有时间列队并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我命令普斯科夫龙骑兵团向右前方推进，莫斯科龙骑兵团则在它后方充当预备队。普斯科夫团团长萨斯［Засс/Saß
 ］上校看到敌军步兵和掷弹骑兵正在迅速推进，将要威胁到我军伊久姆骠骑兵团和波兰枪骑兵团——这两个团当时尚未列队完毕——右翼，就以快步向敌军骑兵发起冲击，尽管敌军拥有兵力优势，却还是被我军击溃并向后逃窜。完成此次冲击后，萨斯上校发出集结信号命令全团集结，冒着敌军的火力，非常成功地重整了队形，并维持良好秩序。要是每个骑兵团都能如此完美地尽职尽责就好了。这时，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敌军骑兵逐步迫近，萨斯上校再度率领他的团发起冲击，同样将这批骑兵击溃，并攻入敌军步兵左翼，此举也吸引了敌方步兵的全部火力。就在这时，副官库达舍夫［Кудашев
 ］上校公爵阁下带来了近卫骑炮兵的4门炮，它们立刻成功地朝着敌军倾泻了几轮霰弹，于是，敌军纵队被迫退却。这场最后也最猛烈的冲击在下午5时左右告终，此后，多罗霍夫少将率领所部骑兵与我会合，在坚守阵地方面，他可以说是我的完美助手。此后，敌军再不敢发起冲击，只是向我军骑兵打出最为猛烈的霰弹火力，然而，我军骑兵还是坚守到入夜为止。阁下亲眼见证过我军步兵已经陷入了混乱，要不是骑兵在此时挡住了敌军的冲击，我军步兵必定会被击溃，这足以给全军带来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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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夫文中提及的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Friedrich von Schubert）在1864年回忆道：

这时，法军的冲击接踵而至。到了下午3时，他们最终夺取了拉耶夫斯基炮垒并扎根其中，这是因为我军已经没有部队去驱逐法军了；炮垒左右两侧的［我军］步兵师已经真真切切地在敌军枪炮火力下遭遇毁灭。由于拿破仑已经让他的所有骑兵列成两个巨型纵队以快步赶往这一地段，这时就要阻止法军突破这个缺口，使其无法进一步将我军截为两段。本尼希森立刻将（科尔夫的）第2骑兵军从右翼带过来，这个军当时已经大为缩水，而且同样列成纵队以大快步匆忙赶来。充当先头部队的是伊久姆骠骑兵团，当该团的前几个排抵达拉耶夫斯基高地顶部后，他们发觉法军骑兵已经离得很近。洛什卡列夫麾下的第1中队立刻展开［成横队］，以袭步冲向敌军，由于他兵力十分有限，此举并不能给敌军造成多大损失，但这还是令敌军骑兵停顿下来，让剩余中队有时间上坡攻击敌军。整个骑兵军就这样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先后抵达高地顶部，它们一抵达现场，就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以袭步冲击当面敌军。这场猛烈冲击导致法军骑兵先是陷入停顿，然后缓慢退却。只有目睹过这场战斗的人才能对这种无序状况多少有点头绪：当时并没有什么整体顺序或领导，每个团一旦按照集结号重整完毕，就会立刻再度发起冲击。于是，法军骑兵就在非常有限的空间内和我军骑兵绞杀在一起，尽可能地挥舞马刀砍杀，但所有的骑兵团都搅在了一起，搅在正在努力重整队形的我军步兵师残部之间。帕斯克维奇在绝望境地中拉扯着头发大肆咒骂；巴克莱·德·托利的战马被杀，便冷静地在步行中竭力重整队形。这时，一个已然从我军第一线左翼附近突破过来的萨克森胸甲骑兵团猛然冲向我军近卫步兵方阵，被方阵痛揍一通之后打算从我军二三线之间逃回己方战线。此时，双方炮兵持续不断地朝这一团乱麻里倾泻火力，其目的与其说是杀伤敌军（当时几乎无法分辨敌我双方），倒不如说是阻止敌军列队展开。这场单对单的混战持续了3个多小时，我军在此期间逐步夺取了阵地，但我并不能描述多少细节——我认为也没有人能够给出多少细节——因为一切都包裹在厚厚的尘土里，人们分辨不出10步开外的东西，尘土中不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是友军，有时是敌军——接下来又再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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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滕斯当时是伊久姆骠骑兵团里的一名中尉，他表示：

我们团损失了很多人，在正面冲击法军近卫胸甲骑兵的战斗中损失尤为惨重。我们骑着小马，拿着糟糕的马刀，面对敌军的高头大马和胸甲，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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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德·托利以十分枯燥、简短的方式描述了这场骑兵战：

敌军骑兵和我军骑兵轮流击退对方，然后在炮兵和步兵的掩护下重整队形，最后，我军在骑炮兵的协助下成功地迫使敌方骑兵溃逃。
[101]



俄军骑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最著名的行动是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乌瓦罗夫将军的第1骑兵军（近卫骠骑兵团、近卫枪骑兵团、近卫龙骑兵团、近卫哥萨克团、涅任龙骑兵团、伊丽莎白格勒骠骑兵团和1个骑炮连）和阿塔曼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Платов
 ）的哥萨克（9个哥萨克团、1个哥萨克炮连）袭击拿破仑军队的左翼。
[102]

 乌瓦罗夫所部骑兵的动作相当缓慢、谨慎。巴克莱的副官勒文施特恩写道：

这个骑兵集群和诸多骑炮兵的行动……以令人沮丧的迟缓动作完成。它前方那条漫长的侧卫骑兵散兵线并没有运用骑兵的灵魂和力量——也就是冲力和速度，没有像闪电般冲向敌军，反而像是在一边摸索一边推进，似乎是在告诫他们：准备自卫吧！
[103]



乌瓦罗夫的骑兵相对轻松地击退了几个法国、意大利和拜恩轻骑兵团，可它随后就得对付敌军步兵。当时正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附近指挥半个轻炮连的米塔列夫斯基有幸目睹了乌瓦罗夫所部骑兵的战斗情况：

阳光灿烂，我们能够近乎完美地看到我军骑兵的动作。敌军中的混乱状况明晰可辨，位于前方的法军士兵从博罗季诺村右侧跑进村里，又跑出去在野外迅速列成了几个方阵。我军骑兵快速推进，然后迅速向前冲击。它过分吸引我，以致让我都忘了自己的炮群。我立刻想到所有方阵都会开火，然后骑兵就要冲上去碾压方阵，那我们会轻松一些。可事实证明我想错了：骑兵突然出现在步枪射程内又突然退了回去，所以方阵根本没有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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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塔列夫斯基是在南面观察上述战况的，所以他可以看到俄军对法军第92战列步兵团、第8轻步兵团和克罗地亚团发起的冲击。亲自参与过此次袭击的克劳塞维茨则近距离目击了近卫骠骑兵团对敌军步兵方阵发起的冲击（他将敌军称作“意大利人”，但事实上那是法军的第84战列步兵团）：

……近卫骠骑兵团上前奉命发起进攻。它展开了三轮无效的冲击。意大利人没有陷入慌乱，他们保持了队形，冷静地开火；骠骑兵采取了惯用的做法，推进到距离方阵30步的地方，然后转身离开火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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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俄军骑炮兵向前推进后，第84战列步兵团就后撤了。此外，乌瓦罗夫并不敢及时主动攻击意大利近卫军，这支下辖全部3个兵种的部队当时是拿破仑左翼的预备队。哥萨克的确推进得略远一些，但他们与其说是在冲击敌军，倒不如说是在骚扰敌军，而且大部分哥萨克都留在树林和灌木丛里。

许多将领和军官因此指责乌瓦罗夫和普拉托夫行动缓慢、迟疑不决。然而，乌瓦罗夫并没有得到步兵的支援，他手头只有6个骑兵团和12门骑炮，因而在面对拥有3个兵种的敌军时很难取得比实际战果更大的战绩。实际上，乌瓦罗夫所部和哥萨克的缓慢、迟疑反而让此次袭击战果倍增，因为即便他们迅速动用全部兵力快速冲击，也不可能取得什么重大战果，反而会让敌军迅速意识到他们只是在面对几个团的正规骑兵和哥萨克。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敌军都不清楚威胁左翼的部队是什么，都无法判断出他们的编组情况、兵力和作战意图。
[106]



某些目击者——特别是叶尔莫洛夫和沃尔德马尔·冯·勒文施特恩——提到，乌瓦罗夫所部和哥萨克向前推进后，敌军的全线攻击力度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明显的减弱迹象。
[107]

 奥库涅夫的说法与此相同，他表示自己从某位亲历过博罗季诺会战的将军口中听说过此事，这位将军当时指挥一个步兵师，在会战中表现活跃。
[108]

 在会战中的这个关键时刻，法军攻击力度的减弱让俄军有时间集结部队并重新编组预备队。有些人，比如说时为第6步兵军参谋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博尔戈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олговский
 ）少校，甚至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次牵制性作战是俄军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免于毁灭的主因。
[109]



至于骑兵在1812年其他大会战的表现，各个近卫胸甲骑兵团的后备中队在第一次波洛茨克会战中的冲击也值得一提。1812年8月6日/18日上午，对阵双方并未积极投入战斗。俄军因而展开休整，总指挥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甚至准备享用午餐。到了下午，敌军总指挥圣西尔将军动用几乎所有兵力发动猛攻，这完全出乎俄军意料。俄军虽然组织混乱，还是展开了顽强抵抗。俄军骑兵竭力发动反击，希望以此迟滞敌军攻势。在其中一次冲击中，混合胸甲骑兵团（由骑士近卫团、骑马近卫团、皇帝陛下胸甲骑兵团和皇后陛下胸甲骑兵团的后备中队组成）击溃了一个法军轻骑兵旅，并导致后者径直冲向法军炮群。炮手担心伤到己方部队，因而不敢开火，只是带着火炮向后退却。然而，并不是所有火炮都能及时转移，俄军骑兵缴获了12门或15门炮，但最终只能带走其中2门。圣西尔将军由于在前一天夜间受了伤，当天只能坐在一辆小马车里巡行战场，他竭尽全力恢复秩序，可就连自己的马车也被逃跑的人流裹挟着后退，甚至还翻了车，于是，就连圣西尔本人都面临着战死或被俘的危险。最终还是敌军步兵挡住了俄军骑兵的突破。
[110]

 安东诺夫斯基在1812年是第26猎兵团里的一名尉官，根据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在会战结束后看到胸甲骑兵带回了2门从敌军手中夺来的火炮，胸甲骑兵还表示他们用马枪的通条钉死了其余的炮（也就是把通条锤进大炮的火门里，使其无法继续射击），但安东诺夫斯基对此还是颇感怀疑。
[111]



在1812—1814年诸战局的历次会战和战斗当中，轻骑兵有时会以中队为单位支援步行散兵，或在必要情况下派出侧卫骑兵抵御敌方骑兵，保护散兵。
[112]

 轻骑兵也会威胁敌军步行散兵侧翼乃至直接发起冲击，迫使敌方散兵延缓推进、停止行进或后撤。
[113]

 在某些场合下，骑兵对敌方散兵发动的突袭会非常有效。比如说，西皮亚金将军指出，俄军和普军在吕岑会战后的退却途中展开过多次后卫战，在其中一场发生于1813年4月24日/5月6日的战斗中，卢布内骠骑兵团冲击了远离敌方纵队的敌军散兵，毙敌200余人，俘敌79人。
[114]

 朗热隆部《作战日志》（Журнал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记载新俄罗斯龙骑兵团在1813年8月29日/9月10日冲入敌军散兵侧翼，随后将散兵和主力军切割开来。
[115]

 在1813年9月3日/15日的黑伦多夫（Hellendorf）战斗中，法军的步行散兵在开阔地上推进得太远，脱离了地物掩蔽和主力部队支援，他们随后遭到苏梅骠骑兵团和丘古耶夫枪骑兵团的突袭，不仅有许多人战死，还有大约400人被俘。
[116]



关于1812—1814年的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很少。骑兵步行作战往往出现在下列场合：坚守据点、保护己方火炮免遭敌方步兵袭击或在没有步兵的情况下临时充当步行散兵。比如，1812年8月15日/27日，第3西方军团前卫指挥官朗贝尔将军率部迫近科布林（Кобрин
 ）城，但他手头只有骑兵（斯塔罗杜布龙骑兵团、特维尔龙骑兵团、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和鞑靼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步兵和另一部分炮兵则会较晚抵达战场。克伦格尔（Klengel）将军当时指挥大约2500名萨克森士兵据守此城。朗贝尔派遣部队堵住了敌军撤出科布林的道路。萨克森军队试图从不同地点发起突围，其中一次阻截突围的战斗中出现过龙骑兵下马作战的记载。萨军被击退后只得返回城内，随后，俄军步兵抵达战场并攻入城市，这支萨克森部队就此投降。
[117]



第1、第2西方军团的龙骑兵在1812年战局之初奉命上缴步枪，只在每个中队里留下少量步枪（供侧卫骑兵使用），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适于步行作战。尽管如此，在指挥官手头并无步兵的场合，有时也会让不少龙骑兵充当步行散兵（可能是把那些还有步枪的龙骑兵集中到一起使用）。
[118]

 根据团史记载，喀山龙骑兵团曾在1813年战局中派出龙骑兵充当步行散兵，其中一个战例是3月4日/16日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特滕伯恩（Friedrich Karl von Tettenborn）率部越过易北河的战斗（喀山团有1个中队参战），另一个是5月28日/6月9日在但泽附近击退敌军冲击的战斗（1个中队下马步战，2个中队骑乘作战）。
[119]



第3西方军团和多瑙河军团的骑兵至少在1812年战局结束前并未上缴步枪和马枪。第13骑炮连连长伊万·卡尔洛维奇·阿诺尔迪（Иван Карлович Арнольди
 ）在回忆录中提到金布恩龙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在别列津纳河畔的布里利（Брили
 ）村战斗（1812年11月14日/26日）中负责支援他的炮兵连，当敌军步行散兵试图攻击火炮时，龙骑兵下马开火将其击退。
[120]



至于其他类型的骑兵，鉴于他们装备的枪支较短，下马步战的记载就更罕见了，不过，海军上将奇恰戈夫的多瑙河军团里的确还存在这样一个战例。按照效力于俄军的法国人罗什舒阿尔的记载，当该军团前卫部队攻击通往鲍里索夫（Борисов
 ）城的别列津纳河桥头堡时，由于前卫指挥官朗贝尔将军手中几乎没有步兵，他就命令亚历山德里亚骠骑兵团（朗贝尔是该团团主）的300名骠骑兵下马支援负责从右侧攻击敌军防御工事——右侧的工事相对薄弱——的步兵。一番激战过后，俄军最终夺下桥头堡，随后冲过桥梁攻占鲍里索夫。
[121]



仅两天后，另一支敌军（乌迪诺元帅第2军的前卫部队）抵达鲍里索夫并攻克此城。按照马尔博的说法，法军在这场战斗中也让轻骑兵下马战斗（第23、第24猎骑兵团有四分之三的骑兵下马作战），想要冲过大桥，但未能取得成功。
[122]

 鲍里索夫城虽然落入敌军手中，但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已被摧毁，敌军也就不能就地过河了。

在1813年战局之初，俄军和普军骑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优于拿破仑的骑兵，但联军骑兵在第一阶段的诸多会战中并未取得重大战果。在吕岑，联军与拿破仑的军队遭遇时，后者正处于行军状态，部队拉得很开，为了利用这一优势将敌军各个击破，联军就有必要动用手头的所有骑兵立刻发起决定性冲击。然而，大部分俄军骑兵都集中在联军左翼，而且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尽管骑兵的集群冲击本可以打垮孤立的法军纵队，迫使法军步兵转入防御，或者至少也能延缓法军的行进，可骑兵的表现还是不够活跃，结果，拿破仑得以将兵力集中到战场上，甚至伺机发动反击。

有些军官指责指挥俄军左翼骑兵的温青格罗德将军，认为是他导致骑兵碌碌无为，次日，此人就被免去职务。另一些军官则批评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将军，认为他对骑兵的分配和运用都不算合理。
[123]

 温青格罗德和维特根施泰因则指出了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的事实，以此解释联军骑兵主力的无所作为：这场会战主要发生在离得很近的诸多村庄之间，敌军部队也几乎不会出现在开阔地上。
[124]



联军从骑兵优势中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拿破仑无法在吕岑、包岑会战结束后有效地追击联军。卢布内骠骑兵团在从吕岑退往包岑的途中数次表现出色，根据西皮亚金的记载，它发起冲击，打退了法军的先头部队，给他们造成了惨重损失。
[125]

 按照格林卡的说法，在5月3日/15日发生于包岑附近的后卫战中，哈尔科夫、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也有过上佳表现。格林卡注意到俄军骑兵在这些战斗中展现出他们已经很好地学会了如何与步兵协同作战：骑兵要以适时的冲击彻底打垮已被步兵击退的敌军纵队。
[126]



巴克莱·德·托利在他发布于1813年7月底/8月初的《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中规定骑兵应当列成两条战线。至于骑兵的作战行动，巴克莱规定：

骑兵的冲击总要以快步开始，绝不能一开始就跑步前进——这是为了避免人马过早疲累，导致骑兵过早地陷入混乱。［重骑兵］需要在距离敌军50步时变为跑步，但迫使敌军溃逃后就要停下来；轻骑兵通常会部署在发动冲击的［重］骑兵两翼充当预备队，此时只有轻骑兵可以追击敌军。重骑兵这时应当就地整队，而后跟随轻骑兵行进并尽可能提供支援，不让敌军有时间集结整队。如果敌军设法击退了我军［重］骑兵，轻骑兵就要威胁敌军侧翼，从而阻止其继续推进。
[127]



如你所见，巴克莱显然支持下列观点：重骑兵在成功冲击后不应当对已被击溃的敌军穷追不舍，而要停下来整队，将追击任务留给轻骑兵去完成。

在1813年战局的第二阶段，俄军骑兵的表现要比前一阶段活跃得多。库尔姆会战的地形并不适合骑兵作战，此战主要在双方步兵和炮兵之间展开，骑兵则作为预备队。会战首日日暮之际，法军指挥官旺达姆将军发动了大举猛攻。法军击退了俄军步兵，俘获了一个下辖4门火炮的俄军炮群。俄军指挥官叶尔莫洛夫将军命令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2营发动反击，这个营夺回了炮群，但几乎所有军官都非死即伤。俄军已经陷入绝望境地——步兵预备队几乎彻底用尽。目击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他当时是一名参谋——写道：

就在这时，原先在巴克莱麾下担任过军需总监的迪比奇将军抵达现场。看到我们的艰难处境后，他骑马赶赴近卫龙骑兵团，命令该团跟随他行动，但龙骑兵并没有认出他，他们直到迪比奇出示自己的星章后才动身。随后，迪比奇一边向前猛冲一边大吼：“龙骑兵，跟着我！”一名龙骑兵跟在他身后疾驰出去，随后又有一名龙骑兵跟进，第三名也随之出动，最终，整个团乱糟糟地发起了冲击。叶尔莫洛夫看到龙骑兵并未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冲击，便让我的兄弟亚历山大过去阻止，但这已经太晚了：龙骑兵已经击溃了一部分敌军步兵，将另一部分撵进了泥淖里。有些龙骑兵也陷进了烂泥里，另一些则突入达伦［Дален
 /Dahlen］村后方的法军当中，然后冲入村庄，将敌军赶了出去，迫使其朝着位于开阔地上的我军散兵方向逃窜，这些敌军看到我军已经严阵以待便停了下来。龙骑兵则冲进去大肆砍杀，与我军部队迎面会合。
[128]



在现存的库尔姆会战地图上并不能找到达伦村，可穆拉维约夫在文中多次提到过它，而且指出俄军散兵就散布在村庄前方，叶尔莫洛夫还在村后部署了几个营的近卫步兵，其余的步兵则在左侧的起伏地带展开杂乱无章的战斗。
[129]

 从这些迹象中可以判断出穆拉维约夫提到的实际上是位于战场中部的普里斯滕村，因为根据其他参战者的回忆，主要的战斗发生在普里斯滕村及其附近地带，双方围绕它展开了无数次冲击与反冲击，而在靠近山地的村庄左侧起伏地带，步兵也展开了乱战。
[130]

 莱比锡城附近有个名叫达伦的村庄，那里后来也发生过一场大战，所以穆拉维约夫有可能弄混了地名。

穆拉维约夫表示，旺达姆将军的参谋长后来告诉他，此次冲击给法军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有个团的损失多达900人，另一个团的损失更是高达1200人。
[131]

 时为近卫龙骑兵团军官的尼基福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利斯基如此描述这场冲击：

……我们在一片遍布着小灌木丛的平原上列队。恐怖的炮火在前方肆虐，我们很快就看到近卫步兵团——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士兵朝着这里跑了过来，敌军在后面穷追不舍。就在那时，迪比奇将军身着外套、头戴制帽骑马赶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立刻冲击法军。我们高呼“乌拉”冲过灌木丛，发出可怕的吼声，敌军骑兵陷入了混乱，法军在恐慌中溃退，只打出一轮齐射就跑掉了。我们都装备着骑枪，在溃兵身后用枪刺穿他们。随后，步兵团也及时抵达战场，开始极为协调地运用刺刀和枪托，于是，拥有6000人的敌军纵队在短短半个小时内最终覆灭。这是件美妙的事情，我们的人马仅仅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些许代价。我胯下的马匹负了伤，她腿部中弹，就此留在了战场上。
[132]



这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条提到近卫龙骑兵团装备骑枪的史料。科瓦尔斯基要到19世纪60年代才写下上述回忆录（他的第一版回忆录毁于火灾），所以他可能写错了。描述这场战斗的官方史料不仅提到了近卫龙骑兵团，也提到了近卫枪骑兵团，实际上是后者装备了骑枪。
[133]



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会战中，俄普两军骑兵与新近从西班牙战场赶来、质量优良的法军骑兵打了个平手，而且给法军造成了惨重损失。第7骑炮连连长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尼基京（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Никитин
 ）写道，这一战绩既是源于俄军骑炮兵堪称成功的表现，也是因为大部分俄军骑兵（奥利维奥波尔、苏梅、格罗德诺、卢布内骠骑兵团和丘古耶夫枪骑兵团）装备了骑枪。
[134]



俄军近卫轻骑兵在莱比锡会战首日遭遇失利：俄军当时粗心大意地以三路纵队行进，法军则采用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纵队的正面是一个展开后的中队横队）发起冲击，结果，俄军在一片混乱中溃退。最终是近卫哥萨克团的拼死反击才为俄军挽回了局势，这个团设法沿着一条小道潜入法军骑兵侧翼，然后以突然冲击将其击溃，这一战例再度证明了下列观点：完成冲击（即便是成功的冲击）后的骑兵往往会陷入混乱，此时，即便是一小队骑兵也能够以坚决的反击轻易地将其击溃。
[135]

 本章前文也已提到过俄军骠骑兵在莱比锡会战次日发起的成功冲击。

俄军骑兵在1814年战局中最著名的作战行动是1814年3月13日/25日的费尔尚普努瓦斯（Fère Champenoise）会战，大约13000名联军骑兵——其中大多数是俄军——在此战中先是击败了法国马尔蒙元帅和莫尔捷元帅的两个军，然后又主动冲击帕克托（Pacthod）将军和阿梅（Amey）将军麾下两个新近组建的师，后者在顽强抵抗后最终投降，只有少数几个营得以离开战场。联军步兵仅仅是跟随骑兵行进，实际上并未参与战斗。
[136]

 联军此战得胜的原因之一就是骑兵和骑炮兵间的良好协同。不过，这里应当注意到，帕克托师和阿梅师不仅没有配备骑兵，而且连步兵也是相对稚嫩的新兵。此外，当法军被俄军骑兵彻底围住，大批联军步兵迫近战场之际，法军步兵在最后一次拼死突围的尝试中对俄军发起了旅级规模的刺刀冲击。这次冲击失败后，法军最终投降。

然而，在整场拿破仑战争中，笔者并不能找到哪怕一个俄军骑兵以迅猛的集群冲击改变大会战局势的战例。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指出，亚历山大一世曾在1815年告诉他俄法两军骑兵典型战斗流程的差异：

我并不喜欢我军运用骑兵的方式。我们会派出一两个中队冲击［敌军］，至多也就派出去一个团，而且通常是漫无目的。通过这样［缺乏协作］的局部冲击，我军要么能够稍微打乱一下敌军，可他们很快就会重整队形，要么就轮到我们自己被击退，撤退后重整队形。另一方面，我完全赞同法军使用骑兵的方式。他们将所有骑兵都集中到一点，并不会全速冲向敌军，而是以快步前进，他们步调缓慢、秩序良好，在同一时刻以全部兵力发起冲击，让敌军战线全面陷入混乱，打乱了敌军的所有计划。我和威灵顿几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和我相同。按照他的说法，虽然英军骑兵在许多方面堪称完美，可与法军那马匹质量差、骑术不佳的糟糕骑兵相比，英军骑兵从未在任何会战中创造出堪比法军骑兵的战绩。
[137]



奥库涅夫指出，在1812年战局和后续战局期间，不少俄军骑兵团下属各中队的兵力实在太过薄弱，以致不少校官会让两个中队结对行动。按照奥库涅夫的说法，一对中队的正面并不算太宽，并不会宽阔到让机动变得困难或导致骑兵队形出现混乱的地步，但它通常会比任何一个敌军中队的正面都宽，所以，一对俄军中队可以包抄一个敌军中队的侧翼。奥库涅夫声称，俄军骑兵对敌军骑兵发动的冲击往往能够因此取得成功。
[138]

 也就是说，在1813—1814年诸战局当中，俄军骑兵通常以分团而非中队为单位投入战斗。

一本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发行的军事手册表示：“在骑兵与骑兵的正面交锋中，以良好的队形和更快的速度发动冲击的一方就会占据上风……上一次战局的经验业已证明骑兵冲击的成功不仅源于正面交锋时的快速冲击。迅速集结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突然发动正面猛攻，还有以纵队持续不断地包抄敌军一翼或两翼，迫使敌军退却——这最为重要，在敌军撤退途中既要从正面发动快速冲击，也要不断地让纵队推进到敌军侧翼加以威胁……经验已经证明，总体而言，谁在会战——特别是骑兵战——中拥有最后一支预备队，谁就能占据上风。”
[139]



手册建议在骑兵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留出300—400步的距离。
[140]

 第一线各个中队之间应当留有宽阔的横向间隔，位于侧翼的中队或分团（1个分团包括2个中队）要列成纵队，位于第二线的中队要么列成以排为单位的疏开中队纵队，要么列成以中央为基准的疏开分团纵队，预备队则要列成团纵队。
[141]





哥萨克



哥萨克是一种非正规骑兵。他们不会接受以紧密队形投入战斗的训练。根据1803年8月31日/9月12日颁布的法令，哥萨克团的额定编制为17名军官和560名士兵。
[142]

 而在实战中，哥萨克团的实际兵力通常会远低于额定兵力，因为将军们时常让哥萨克承担勤务兵、保护运输队等诸多辅助职责。康斯坦丁·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本肯多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енкендорф
 ，德文名为康斯坦丁·弗里德里希·冯·本肯多夫（Konstantin Friedrich von Benckendorff）〕在1812—1814年间转隶多支部队，他在1816年写道，自己先后见到过17个哥萨克团，其中兵力最多的一个团仅有320支“骑枪”，此外还见过一些仅有80—120名骑兵的团。
[143]



哥萨克装备的骑枪要长于正规骑兵的骑枪，此外还会携带马刀和手枪。有些哥萨克甚至配备了马枪乃至步枪。哥萨克阿塔曼安德里安·卡尔洛维奇·杰尼索夫（Андриан Карпович Денисов
 ）提到过在1807年春季，3个哥萨克团中合计近900名哥萨克里仅有150人拥有步枪（他这里的“步枪”可能是指马枪）。
[144]



波兰将领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在1799年指出，俄军将哥萨克作为前卫部队使用，他们在大部队前方行进，有时甚至会拉开高达15法里（约60千米）的距离，哥萨克可以轻易地通过树林、河流、山地等障碍物，能够在敌军根本无法发现的情况下侦察地形、发现敌军并将敌军的位置和数目上报军队统帅。按照科希丘什科的说法，哥萨克以散开队形行进，或者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出什么队形。如果部分哥萨克遭到攻击，其他哥萨克会迅速前去救援。如果哥萨克遭到敌军大部队猛攻，他们就会散开并后撤，但随后还会迅速集结起来，围攻试图追击的部分敌军。科希丘什科还提到，哥萨克一边高声尖叫一边发动冲击，而且在冲击时不会收紧队列。
[145]



朗热隆指出，哥萨克在侦察地形、将地形地貌铭记于心和搜索某一地区方面具备不可思议的能力，因而总能够及时侦察到敌军情况并迅速将信息上报给军队高层。朗热隆还提到哥萨克能够一眼就准确估算出敌军兵力，且能在夜行军时使用星辰判断方位。他们的马匹虽然体格矮小，却健壮、敏捷、吃苦耐劳、不知疲倦，这些马匹能够长途行进，即便在非常疲惫的情况下，也只需要休整两三个小时就足以恢复体力。哥萨克因此与正规骑兵存在极大差异，后者的马匹会在更短的时间内陷入疲乏，也需要更多的休养时间和草料，此外，正规骑手还需要更细心地养护战马。

朗热隆指出：对正在逃离俄军的敌人而言，哥萨克可谓十分危险——他们能够用骑枪戳穿那些正在逃窜的家伙，杀掉许多敌方人员。当敌军行军时，哥萨克也可以大肆袭扰：拖延其推进速度，迫使他们展开种种耗费精力的机动。对敌人来说，彻底摆脱哥萨克——也就是将哥萨克远远撵走，使其无法再度出现——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敌军试图动用列成密集队形的部队冲击哥萨克，那这支部队根本就无法追上哥萨克，如果敌军处于混乱之中又或是列成了散开队形，那么哥萨克就能够凭借使用骑枪的娴熟技艺取得极大的优势。
[146]



法国骑兵军官布拉克认为哥萨克是欧洲最优秀的轻骑兵。他指出哥萨克可以很好地保护俄军并消耗敌军，能够频繁突袭敌军却很少遭遇突袭。他认为自己的看法基于苏尔特、热拉尔（Gérard）、克洛泽尔（Clausel）、迈松（Maison）元帅和莫朗、拉勒芒（Lallemand）、帕若尔（Pajol）、科尔贝（Colbert）将军以及其他许多权威人士的评论。他指出，哥萨克总是以散开队形（en tirailleurs）作战，并且只在后方留下规模不大的预备队。
[147]

 布拉克强调哥萨克总会在退却途中四散开来，他告诫骑兵千万不要将其视作哥萨克的胆怯、恐惧表现——这事实上是他们惯用的退却方式，也不要贸然追击，因为哥萨克会依靠这种做法诱使追兵散开，然后突然由退却转入进攻。
[148]



由于哥萨克并没有接受以密集队形作战的训练，而且即便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的战马体格也要小于正规骑兵的马匹，因而挡不住正规骑兵的正面冲击，所以哥萨克在大会战中并不算很有用。某些哥萨克会在大规模交战中保护大军侧翼，另一些则会追击正在逃离俄军正规部队的敌军。

不过，哥萨克在战役中的其他诸多场合却可以派上非常大的用场。本尼希森将军在他关于1806—1807年战局的回忆录中解释说，哥萨克能够保护俄军，使其免遭奇袭，使俄军正规骑兵不用背上这一沉重负担，他们能够在敌军仍然远离俄军时获得敌军的相关信息，俘获敌方的前哨部队和哨探人员，在敌军后方截击信使，此外还能消耗敌军——特别是消耗敌方骑兵。
[149]



哥萨克常用的战斗队形名叫“拉瓦”（лава
 ）。弗里德里希·弗朗茨·冯·明尼希（Friedrich Franz von Münnich）是俄军中一位来自奥尔登堡（Oldenburg）的德意志军官，也是明尼希元帅的曾孙，此人在1813年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特滕伯恩将军的手下，特滕伯恩所部当时下辖4个哥萨克团〔格列夫佐夫第二（Гревцов 2-й
 ）、科米萨罗夫第一（Комисаров 1-й
 ）、杰尼索夫第七（Денисов 7-й
 ）、苏林第九（Сулин 9-й
 ）哥萨克团〕。明尼希将“拉瓦”描述成松散的一列横队，最勇敢的士兵和装备了马枪、步枪的士兵会被部署在两翼，队形的两翼略向前倾斜，两翼之后则设有列成纵队的小股预备队。按照明尼希的说法，哥萨克总是希望包抄敌军侧翼。
[150]

 本肯多夫也以类似说法描述哥萨克的队形。
[151]

 哥萨克同样可以列成两条战线，有人就曾在包岑会战中目睹过这种情况。
[152]



明尼希提到哥萨克会以全速发起冲击。如果冲击未能取得成功，哥萨克就会快速撤退，集结到一起，然后立刻再度发动冲击。如果哥萨克不能凭借这样的冲击打乱敌军，他们就会环绕敌军行进，以此分散敌方注意力，这正如明尼希所述，像是“一根无穷无尽的螺丝在旋转”，随后，哥萨克会在敌军毫无防备之时再度发动冲击。
[153]

 本肯多夫指出，哥萨克将这类环行机动称作“se visser”，它可以解释成“回旋”或“拧紧”。
[154]



即便对正规骑兵而言，哥萨克也是堪称危险的对手，要是正规骑兵经验不足，不够谨慎，不习惯与哥萨克作战，没有得到其他兵种的支援，那就尤为危险了。由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指挥的哥萨克曾在1812年6月27日/7月9日的米尔（Мир
 ）战斗中击败了几个新近组建的波兰枪骑兵团。帕斯克维奇将军曾这样描述过俄军在此战中运用的战术：

普拉托夫有自己的一套作战方式。他在发现敌军后会将自己的部队因地制宜地分成几个部分。他让一部分兵力隐蔽在右侧，另一部分隐蔽在左侧，其余部队直面敌军，也就是说［这批直面敌军的部队］先是朝前冲，接下来向后退，诱使［敌军展开追击］，把他们“引导”到埋伏圈里。然后，他的部队会冲击敌军侧后方，如果敌军陷入混乱，那就展开追歼，如果敌军顽强抵抗且无法迫使其后退，那普拉托夫所部就散开向后退却，择地重新集结。
[155]



本肯多夫指出，哥萨克能够十分娴熟地引诱法军骑兵，使其将队形散开。1814年3月10日，在拉昂（Laon）会战行将结束之际，他率领大约250名哥萨克攻入法军后方。当晚，本肯多夫发觉自己已经迫近苏瓦松了，而拿破仑的骑兵预备队就驻扎在那里。一支法军——包括了300—400名胸甲骑兵和1个步兵营——上前迎击哥萨克。起初，法军胸甲骑兵并不敢远离己方步兵，可哥萨克反复挑衅法军马上散兵，一段时间后，胸甲骑兵就列成紧密纵队以较快的快步向前推进。哥萨克团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日罗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Жиров
 ）上校并不打算立刻攻击胸甲骑兵。本肯多夫写道，哥萨克习惯性地带着嘲讽哈哈大笑，这伤害了胸甲骑兵的自尊心，结果，一半的胸甲骑兵列成散开队形，另一半则拉长正面，让剩余部队的正面宽度也与哥萨克相当。这正是日罗夫等待的时机。他拿过一支骑枪高呼“乌拉”，哥萨克立刻涌进胸甲骑兵各排的间隔当中，法军骑兵被彻底打乱，直接逃向了步兵。
[156]



有位名叫赫尔曼·冯·甘绍格（Hermann von Gansauge）的普鲁士军官曾就哥萨克在1813年的作战行动留下了有趣的描述。他将哥萨克指挥官的姓氏写成Bichalow，并指出他的军衔是Oberst（上校），此人无疑就是著名的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贝哈洛夫（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Быхалов
 ）上校。俄文文献中此前曾出现过两个高度歪曲的甘绍格著作的译本。19世纪中叶，英国骑兵军官刘易斯·爱德华·诺兰（Lewis Edward Nolan）在他的骑兵著作中节译——但这更像是重述——了甘绍格的记载，随后，诺兰的著作被译成法文，最终在俄国出版了一个根据法文版转译的俄文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贝哈洛夫上校居然变成了某位巴拉舍夫（Балашев
 ）上校。
[157]



另一个译本则以如下方式出现：加拿大军官乔治·泰勒·丹尼森（George Taylor Denison）在他的骑兵史著作中摘引了诺兰的译文，这本书甚至参与过老尼古拉·尼古拉诺维奇大公（1831—1891年）举办的骑兵史作品竞赛。丹尼森的著作后来被译成德文，德文版又转译成了俄文，不过，这个俄译本还是准确地译出了贝哈洛夫上校。
[158]

 在英文文献中，用到甘绍格作品的人往往会摘引诺兰那个既不完整也不准确的译本。第一章中提到过的英国军官约翰·米切尔曾在19世纪30年代刊布过甘绍格著作的另一个英译本，米切尔的译文较为完整，但同样不够准确。
[159]

 以下文字是笔者译自甘绍格原文的全新完整译本：

休战结束后，法军很快就开始从萨克森沿着通往柏林和波茨坦的大道推进，将联军向后挤压。大约在这一时期，由贝哈洛夫上校指挥的顿河哥萨克团奉命于8月19日侦察卢肯瓦尔德［Luckenwalde］镇。哥萨克原先驻扎在通往特雷宾［Treboin/Trebbin］的路上，此时则向前推进，穿过了沙尔芬布吕克［Scharfenbrück］和沃尔特斯多夫［Woltersdorf］。驻扎在这两个地点的法军前哨人员向后撤退，位于卢肯瓦尔德北面和东面的草地很快就一览无余。正当我们依然忙于驱逐法军前哨部队之际，一个强大的敌军骑兵集群在匆忙之中仍以良好队形从城镇里杀出。他们列成了一个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法军侧卫骑兵很快就加入了这个庞大集群。其后不久，我们的视野里就只剩下这个纵队。哥萨克的确很难将其击败，但无论如何都不会付出很大损失，于是便开始攻击这一敌军集群，这么做一是源于战斗的本能，二是源于得到的命令。法军当时正以较慢的快步迫近。他们的中队前后距离非常小，我觉得那间距还不到半个排横队的正面宽度，他们或许是害怕俄军会冲到中队之间。纵队朝着俄军战线中部推进，很快就突破了俄军那单薄的战线。与此同时，所有哥萨克都冲向法军的侧翼和后方。纵队很快就停止了推进，因为他们［前方］已经没有可供战斗的敌军。在此期间，哥萨克射击、戳刺位于敌方侧翼各伍和后列的人员。法军方面甚至根本不可能想到应当执行什么队形变换，他们逐步收拢队形，各个中队靠得越来越近。哥萨克在兵力上远逊于敌人，而且并没有接受过以密集队形执行正规机动的训练，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驱散自己正在攻击的敌军集群。然而，他们意识到作为骑手的法军压根就没办法采取反制措施，于是就继续射击，欢快地对法军纵队中最好下手的部分展开局部冲击。位于法军侧翼的伍向左或向右转动［并且面朝外侧］，法军的后列则向后转，与此同时，法军也拿出了马枪，其后便是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小时的交火，但双方的损失都很小。

随着时间的流逝，［敌军］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开始出现，他们从卢肯瓦尔德赶来，朝着我们正在战斗的草地行进。与此同时，法军火炮开始朝我们开火。对这个紧密的骑兵纵队而言，第一声炮响就是它的解放信号。贝哈洛夫上校意识到他无法挡住如此庞大的敌军，考虑到他已经探测出当地的敌军兵力情况，便下达了退却命令。我们成功地穿过沙尔芬布吕克后退，没有一名法军敢来打扰我们。

显而易见，法军骑兵骑术不精，因而导致机动力锐减，这迫使他们挤到一起，形成了那个不祥的纵队。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果敢的指挥，那么法军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兵力，就足以驱散出现在特雷宾森林里的3个哥萨克团，可在我们的这个战例中，法军骑兵得等待炮兵和步兵的救援。另一方面，这个战例也充分体现出……哥萨克散开作战的打法并不具备过硬的冲击力［chocs］……

登讷维茨会战结束后，上文提到的几个哥萨克团骑行赶往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希斯布吕克［Königsbrück］。那时传来了一道命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命令出自比洛［Bülow，普鲁士将领］的总部，他要求贝哈洛夫上校监视已经从德累斯顿向大海恩［Großen
 -Hayn］方向推进的法军骑兵。

9月18日，我们从柯尼希斯布吕克赶往埃尔斯特韦达［Elsterwerda］。在那里，我们得知法军骑兵已经占据了埃尔斯特韦达镇以南米尔贝格［Mühlberg］附近的几座村庄。贝哈洛夫上校决心攻击敌军。我们在抵达施潘斯贝格［Spansberg］和米尔贝格之间灌木丛生的荒原之前遇上了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他当时和自己的哥萨克团待在一起。我并不知道这次会师是纯粹的巧合还是事先有所安排。伊洛瓦伊斯基将军接过了所有哥萨克部队——共有约1200人——的指挥权。贝哈洛夫上校身体不适，落在后面，因而无法参加后续战斗。

我们刚刚穿过上文提到的树丛，就发现法军骑兵出现在博拉克［Borack］附近，其中一部分已经列队完毕，另一部分正从位于后方的村庄里出发，以快步向前行进。

一个小时后，我从战俘口中得知那里大约有2000名法军骑兵。

就在哥萨克展开战斗队形之际，法军也完成了展开。除了留下一小支离得很远的预备队之外，从我的角度看，整个敌军集群列成了一条墙式［en muraille］战线，各个中队之间没有留出任何横向间隔。哥萨克冲向这条无法移动的战线，吃了一顿猛烈的马枪火力。在我看来，大部分法军骑兵连马刀都没拔出来。哥萨克在这阵猛烈火力面前退了回去。就在哥萨克重整队形，准备再度发起冲击之前，此前始终没有挪动过的整条法军战线开始运动了。我觉得我们就要遭到攻击。可我还是想错了，法军转向左右两侧，然后重新列成一条战线，这时，各个中队之间已经留出了宽阔的间隔，它可能比中队的正面还要宽。我认为法军之所以会调整队形，是想要阻止哥萨克包抄侧翼，包抄是哥萨克最青睐的机动，他们在每次战斗中都习惯性地包抄敌军侧翼。

双方在列成新队形时花费的时间大体相当。军官们严厉地劝说哥萨克，让他们不要害怕枪支的火力。哥萨克军官们骑马来到一线部队后面，这就意味着谁第一个打算掉头，谁的战马就会被军官扎。此外，在正面冲击的同时，有些［哥萨克］中队［即百人队］也被指定去攻击敌军的侧翼和后方。哥萨克冲向法军，将各个法军中队隔开、包围。我有幸看到法军骑兵在举枪射击后还没来得及拔出马刀，就被哥萨克捅穿或打落马下。法军起先竭尽所能展开抵抗，站在原地抵抗蜂拥而来的敌军。很快，有些［法军］中队就掉头逃跑了，邻近的中队也毫不犹豫地效仿这些［糟糕］榜样。法军预备队并没有前来支援主战线，而是加入了溃逃。很快，整块平原上就满是孤零零的骑手，每个人都逃往雅各布斯塔尔［Jacobsthal］附近的树林。可以看到双方都没有一支部队列成密集队形。一切都像是一场狩猎、一场赛马，大部分被俘的法军都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场［追击］主要发生在我们曾经行经的荒原上。而在荒原后面，一条敌军胸甲骑兵战线突然出现，他们那冷静、壮观的外表终止了［这场追击］，甚至都不用我方指挥官喊出一声“停下”。我们对自己的胜利心满意足，于是穿过树丛返回米尔贝格。哥萨克在这场持续半个小时的战斗中俘获了500匹战马……

10月11日，贝哈洛夫的哥萨克旅作为比洛军的前卫部队驻扎在代利奇［Delitsch/Delitzsch］。法军将前哨部队部署在我军面前，他们位于通往艾伦堡［Eilenburg］的道路上。一场散兵战在双方侧卫骑兵和后续支援部队之间展开。很快，法军一方就出动了更多的散兵，开始迫使我军退却。贝哈洛夫上校当时驻扎在代利奇，他派出几百名骑兵前去增援，以便让其余部队不受打扰地喂马。我和前者［援军］一道骑行，因而能够看到随后发生的战斗过程。我军击退了法军，一路追过贝伦多夫［Bärendorf/Beerendorf］村，将他们撵到村庄周边地区。村后有一片起伏不平的地带，那里有矮小的丘陵和灌木丛。当我们追逐着陷入混乱的法军，无畏地接近这一地区后，一个隐藏在丘陵背后、我们此前未曾注意到的敌军猎骑兵团突然出现。幸运的是，敌军只是列成以中队为单位的纵队，仅仅以快步发起冲击，所以我们能够轻松避开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哥萨克指挥官已经在后方事先留下了一半部队。在我们接近贝伦多夫之后，第二线过来和我们会合，这一举动让战斗暂时中止了。侧卫骑兵再度开始散兵战，其后不久，法军纵队就转了过来，我们向前推进，法军加速到快步后撤。整支哥萨克部队对法军穷追不舍，希望能够很快迫使法军在退却中陷入混乱。在所有的追击场合中，每一名哥萨克都自然流露出一种感受：鉴于敌军马术不佳，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也无须害怕这样的敌人。

所以，我们一路跟踪敌军纵队，一直追到他们首次攻击我们的地方。然后，另一支敌军骑兵出现在我们左侧，其兵力似乎是2个中队。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阿尔萨斯骠骑兵团［elsaßer Husarenregiment］。他们以较快的快步迫近我军。哥萨克指挥官之前已经将他正与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交战的消息告知贝哈洛夫上校。那位指挥官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得到增援，所以，他认为将左翼部队派去对付正在发起冲击的骠骑兵也算不上冒失。他的中央部队和右翼部队依然面对着猎骑兵，就在那时，猎骑兵也面朝我们重新列队。此时，这个阿尔萨斯骠骑兵团对我军发动了一场令人敬佩的正规冲击，他们发出的所有信号都完全正确。当骠骑兵加速到跑步之后，又有两个中队以全速跑步杀出，其中一个出现在骠骑兵中央中队右侧，另一个出现在左侧。这两个侧翼中队此前隐藏在两个中央中队之后。整个团不发一枪，以全速冲向我军，两分钟之内，战场上的哥萨克就已消失殆尽。我后来注意到，猎骑兵纵队并没有参与冲击［Choc］，而是以快步跟在我们身后。我们被敌军击退，撤到了贝伦多夫。敌我双方在村庄入口处挤成一团，由于疲惫的战马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去跳过那些分隔相邻田地的宽阔沟渠，骑兵们也就没办法绕过村庄。因此，一场艰苦的肉搏战随之而来。众所周知，并不是每一场骑兵战都会陷入肉搏。实际上，哥萨克在此战中可以说是迫于无奈而自卫。在这个关键时刻，贝哈洛夫上校率领旅里的其他部队前来增援我们。他的哥萨克从两侧以跑步绕过村庄，一边发出独特的战吼，一边冲向业已陷入混乱的骠骑兵。那些依然能够逃脱的［骠骑兵］立刻掉头逃跑，而那些最勇敢的骠骑兵——那些在村庄里和我们战斗的人——此时不及防备，要么被捅穿，要么被俘虏。骠骑兵团在一片混乱中退往猎骑兵方向，当双方在村里交战时，这些猎骑兵已经来到离村庄很近的地方。整个法军集群都陷入了混乱，这是骑兵战中的典型特征。哥萨克展开追击，但敌军榴弹炮出现在前文提到的丘陵上，突然朝我们开火。哥萨克停止了追击，贝哈洛夫上校正确地估计到自己正与占据优势的敌军交战，因此停止了追击。我军只有前卫部队还在监视法军，而且法军集群也很快撤出战场，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上文描述的所有事件都以极快的速度接连发生。我军俘获了超过100匹战马，己方的损失微不足道。
[160]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库涅夫也是第二场战斗（发生于1813年9月19日的米尔贝格战斗）的目击者，他指出，哥萨克在此战中由伊洛瓦伊斯基第三（Иловайский 3-й
 ）将军指挥，将军麾下共有4个哥萨克团：伊洛瓦伊斯基第三团、伊洛瓦伊斯基第五团、库捷伊尼科夫第六（Кутейников 6-й
 ）团、贝哈洛夫团。敌军拥有3个猎骑兵团。贝哈洛夫团奉命以散乱队形（en fourrageurs，一种疏开的延展队形）发起冲击；伊洛瓦伊斯基第三团和库捷伊尼科夫第六团紧随其后，这两个团列成了一条战线，各个中队（百人队）之间只留有很小的横向间隔；伊洛瓦伊斯基第五团则奉命攻击敌军侧后方。法军用马枪火力迎击贝哈洛夫团，这个团损失了17名士兵，它于是通过主战线里的横向间隔和战线外的侧翼空间退了回去。然后，哥萨克主战线以跑步发动冲击，在一刻钟内就让法军全面陷入混乱。哥萨克抓获了超过500名战俘和对应数目的马匹，其中还有包括塔列朗-佩里戈尔（Talleyrand-Périgord）上校在内的多名军官。
[161]

 这位上校全名是亚历山大-埃德蒙·德·塔列朗-佩里戈尔（Alexandre-Edmond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他在1813年担任第8猎骑兵团团长，其伯父正是著名的外交大臣塔列朗。

卡尔·冯·普洛托（Carl von Plotho）是一位普鲁士军官兼历史学家，他在描述1813年战局时指出法军此战参战部队包括第8、第11、第19猎骑兵团（尽管甘绍格并没有指出参战骑兵兵种，诺兰却在书中出于某些原因将他们称作龙骑兵）。按照普洛托的说法，法军上校塔列朗-佩里戈尔、2名中校、16名其他军官和500名士兵被俘，其他几乎所有官兵都被杀死，只有不到30人得以逃脱。
[162]



应当注意到，第8、第19猎骑兵团隶属于同一个师（第1骑兵军第3轻骑兵师），但并不属于同一个旅，而第11猎骑兵团却属于另一个师乃至另一个军（第2骑兵军第2轻骑兵师）。马蒂尼安的表册指出了第1、第8、第19猎骑兵团在1813年9月18日、19日出现过的军官伤亡情况：第19团在9月18日、19日有1名上尉和1名中尉在米尔贝格战斗中负伤，还有1名上尉也于9月19日在德累斯顿城外的战斗中负伤（但这可能是另一场战斗，这个团有可能分成多支部队参与前卫战）；第8团在9月19日有1名中尉和1名少尉在博拉克〔Borach，这可能就是甘绍格提到的博拉克（Borack）〕方向的侦察（或战斗）中负伤。在隶属于同一个师的其余各团（第1、第9、第25猎骑兵团）里，第1团有1名少校、1名上尉、3名中尉和4名少尉在1813年9月19日的弗赖堡（Freybourg/Freiburg）战斗中负伤。第11猎骑兵团在这两天里则没有军官伤亡，其他猎骑兵团同样没有军官伤亡。
[163]



至于第三个事件（1813年10月11日）中提到的法军骠骑兵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普鲁士军官会把法军第3骠骑兵团称作“阿尔萨斯骠骑兵团”（Elsasser Husaren-Regiment）。
[164]

 第3骠骑兵团和第27猎骑兵团组成了一个旅（隶属于第5骑兵军第9轻骑兵师）。然而，应当注意到，马蒂尼安的表册里并没有列出这两个团在当天的军官伤亡情况。表册中仅有1名猎骑兵军官在1813年10月11日负伤，也就是第10猎骑兵团的一名少尉在莱比锡附近侦察时负伤，但该团所属的骑兵师（第3骑兵军第5轻骑兵师）里并没有骠骑兵团。
[165]



甘绍格还提到哥萨克起初很少使用火器，但当他们推进到中欧和西欧境内之后，便迅速意识到火器在起伏地形交战中可以带来相当大的优势。他指出，许多哥萨克装备了法军步枪，这些哥萨克时常会下马以散开队形作战，其他的哥萨克则骑在马上待在散兵后方。他还补充说，当哥萨克以这种方式作战时，即便面对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军步兵或骑兵，只要敌军仅仅拥有一个兵种，也就是只有步兵或骑兵，那么哥萨克仍然能够阻止敌军推进。甘绍格认为，法军步兵在这类战斗中会害怕那些留在马上的哥萨克，而且下马的哥萨克也时常把战马留在身边。法军骑兵则有足够的理由避免在起伏地形上以于己不利的战斗方式（也就是散开队形）参与交战。
[166]



哥萨克能够击败孤立的小股敌军步兵。比如，哥萨克曾于1812年9月30日/10月12日对一个小方阵发动冲击，杀死40人，活捉60人。
[167]

 沃尔德马尔·冯·勒文施特恩（即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勒文施特恩）指出，他曾在1813年率领一个哥萨克团冲击步兵方阵并俘获450名敌军。
[168]

 然而，哥萨克非常害怕敌军炮兵：他们担心损失战马，因为马匹是他们的私人财产。
[169]





注释




[1]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УА
 , Отд. 1, т. 1, ч. 2, с. 16-17
 .


[2]
 　ПСЗРИ
 , т. 43, ч. 2, к № 24412, 24581, с. 254 (таблица), с. 258
 .


[3]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УА
 , Отд. 1, т. 10, СПб., 1908, с. 140-151.



[4]
 　Ibid
 ., Отд. 1, т. 17, с. 35
 .


[5]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5, c. 84-85
 .


[6]
 　Федоров,
 op. cit.
 , с. 23-24
 .


[7]
 　Валькович А. М. 《О вооружении гусар пиками》
 （《论骠骑兵装备骑枪》）//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88, № 4, с. 78-79;
 Idem.
 , 《Армейские гусары 1812-1816: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1812—1816年的常规骠骑兵：新材料》）//Цейхгауз
 （《兵器库》）, № 1, с. 19-21.



[8]
 　Хатов,
 Общий опыт тактики
 , т. 1, 1807, с. 190 (Guibert,
 op. cit.
 , t. 1, p. 179;
 吉贝尔书中将骑枪称作lance
 ，哈托夫则称之为копье)
 .


[9]
 　Булгари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ч. 3, с. 165
 .


[10]
 　Валькович 《Армейские гусары...》//
 Цейхгауз
 , № 1, с. 20
 .


[11]
 　Martens C. von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kriegerischen und politischen Leben eines alten Offiziers.
 Dresden und Leipzig, 1848, S. 137〔俄译文见：《Из записок старого офицера (К. Мартенса)
 》（《源自一位老军官（卡尔·马滕斯）回忆的史料》）//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т. 109, с. 106
 ;马滕斯在文中用 Lanze指代骑枪，俄译文中则将其译成копье
 〕.


[12]
 　Rüppel E. von Kriegsgefangen im Herzen Rußland. 1812
 -1814.
 Berlin, 1912, S. 84-85, 90（卢比诺）; Meerheim F. L. A. von Erlebnisse eines Veteranen der großen armee während des Feldzuges in Russland 1812.
 Dresden, 1860, S. 108 （博罗季诺）.


[13]
 　Okouneff, Examen
 , p. 206-207；也见：Considérations
 , p. 223.


[14]
 　Валькович А. М. 《Кирасы 1812 года》
 （《1812年的胸甲》）//Цейхгауз
 , № 5, с. 17-18
 .


[15]
 　7月23日/8月4日发给第1西方军团的命令收录在Бумаги … изданные П. И. Щукиным
 , ч. 10, с. 443；
 发给第2西方军团的命令收录在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УА
 , Отд. 1, т. 16, с. 35。



[16]
 　第1胸甲骑兵师的命令见РГВИА, Ф. 3543, Оп. 1, Д. 1076, Л. 29
 。该资料由奥列格·根纳季耶维奇·列昂诺夫提供，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17]
 　ПСЗРИ
 , т. 32, № 25262 (с. 454)
 .


[18]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35
 .


[19]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34
 .


[20]
 　Туган-Мирза Барановский,
 op. cit.
 , с. 150; Потто,
 op. cit.
 , с. 55-56.



[21]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34; Каменский Е. С.
 История 2-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князя Меньшикова полка. 1707
 -
 1898
 . （《元帅缅什科夫公爵第2圣彼得堡龙骑兵团团史，1707—1898年》）М., т. 2, 1900, с. 230; Потто,
 op. cit.
 , с
 . 37, 47.



[22]
 　Война 1813-го г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архива
 . Отд. I, т. 1, с. 255.



[23]
 　Богданович М. И.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3 год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Германии, по достовер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
 （《据可靠材料编写的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史》）СПб., т. 1, с. 143, и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части 6.



[24]
 　Хатов,
 Общий опыт тактики
 , т. 1, с. 192.



[25]
 　Ibid.
 , т. 1, с. 201, 215
 .


[26]
 　Ibid.
 , т. 1, с. 205.



[27]
 　Ibid.
 , т. 1, с. 193, 197; т. 2, с. 218
 .


[28]
 　Ibid.
 , т. 1, с. 196, 201
 .


[29]
 　Ibid.
 , т. 1, с. 207-208; Guibert,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
 , t. 1, p. 181-182
 .


[30]
 　Ibid.
 , т. 1, с. 209
 .


[31]
 　Медем,
 op. cit.
 , ч. 1, с. 10-13
 .


[32]
 　Хатов,
 Общий опыт тактики
 , т. 1, с. 213-214; т. 2, с. 217-21
 8.


[33]
 　Ibid.
 , т. 2, с. 220
 .


[34]
 　Ibid.
 , т. 1, с. 210-212, 233-234
 .


[35]
 　Ibid.
 , т. 1, с. 216
 .


[36]
 　Ibid.
 , т. 1, с. 217
 .


[37]
 　Ibid.
 , т. 1, с. 226-227.



[38]
 　Ibid.
 , т. 1, с. 228
 .


[39]
 　Ibid.
 , т. 1, с. 231
 .


[40]
 　I
 bid.
 , т. 2, с. 237-238
 .


[41]
 　Anon.
 , 《Крат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боевых порядков》//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0, № 3, c. 3-6
 .


[42]
 　Ibid.
 , с. 1-2
 .


[43]
 　I
 bid.
 , с. 2, прим. автора
 .


[44]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строевой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е
 . СПб., 1812
 .


[45]
 　Ordonnance provisoire sur l’exercise et les manoeuvres de la cavalerie
 . Paris, 1788
 .


[46]
 　Воинской устав о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троевой службе
 . СПб., 1819.



[47]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строевой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е
 , с. 3-5
 .


[48]
 　Ibid
 ., с. 7.


[49]
 　Ibid.
 , с. 11.


[50]
 　Ibid.
 , с. 17-18.


[51]
 　Ibid.
 , с. 18.


[52]
 　Ibid.
 , с. 23.


[53]
 　Ibid.
 , с. 25.


[54]
 　Ibid.
 , с. 33-39.


[55]
 　Ibid.
 , с. 40-55.


[56]
 　Ibid.
 , с. 55-57.


[57]
 　Ibid.
 , с. 57-61.


[58]
 　Ibid.
 , с. 130-135.


[59]
 　Ordonnance provisoire sur l’exercise et les manoeuvres de la cavalerie
 . 1810, Titre III, Article XI (p. 367）.


[60]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строевой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е
 , с. 133
 .


[61]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误解。比如说，有本研究俄军枪骑兵团的著作写道：“枪骑兵很少以团或中队为单位发起冲击……枪骑兵多数时候以排为单位发起冲击，偶尔也会以半中队为单位。”该书还在后文中描述了各排轮流冲击的训练方式〔Львов С.
 Армейские уланы России в 1812 г.
 .（《1812年的俄军枪骑兵》）М, 2002, с. 41-42
 〕。事实上，这种训练方式不仅适用于枪骑兵，也适用于其他骑兵，而且枪骑兵在交战中就像其他骑兵一样以中队、分团和全团为单位发起冲击。


[62]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строевой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й службе
 , с. 135
 .


[63]
 　Ibid.
 , с. 136-137.


[64]
 　Ibid.
 , с. 138-140.


[65]
 　Ibid.
 , с. 142-150.


[66]
 　Федор Яковлевич Миркович
 , с. 41
 .


[67]
 　Гербель Н. 《Изюмский гусарский полк в войнах 1812, 1813 и 1814 годов》
 （《1812、1813和1814年战争中的伊久姆骠骑兵团》）//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 1875, № 7, ч. 1, с. 6.



[68]
 　Ibid.
 //
 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 1875, № 7, ч. 1, с. 8-9
 .


[69]
 　Простов, 《Письмо к издателю》
 （《致编者的一封信》）//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0, № 11, с. 59; Дурова,
 Кавалерист-девица
 , ч. 1, с. 259.



[70]
 　Приказ генерала П. П. Коновницына (26 августа /7 сентября 1811 года)//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59, кн. 1
 , ч. 1, с. 139.



[71]
 　М. И. Кутузов. Документы
 , т. 4, ч. 1, с. 140
 （博罗季诺）; Поликарпов,
 op. cit.
 , вып. 1, с. 20; вып
 . 3, с. 30-31
 （博罗季诺）; Поход … в 1813 году
 , c. 327 （
 莱比锡）; Муравьев-Карсский,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 1886, кн. 1, с. 95 （
 莱比锡）.


[72]
 　Норов В. С.
 Записки …
 , т. 2, с. 74, 88
 .


[73]
 　Württemberg, Memoiren
 , T. 3, S. 152, 153 （俄译文见：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 1875, № 8, ч. 1, с. 181, 182
 ）.


[74]
 　Норов В. С.
 Записки …
 , т. 2, с. 88
 .


[75]
 　西弗斯、科尔夫、克罗伊茨战报见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159, 180, 359;《Записки Крейца》//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1, с. 73
 ；曼陀菲尔战报见Каменский, И
 стория 2-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С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 полка
 , т. 2, c. 230。



[76]
 　Plotho C. von
 Der 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n den Jahren 1813 und 1814
 . Berlin, Band 2, 1817, S. 396-397; Поход … в 1813 году, c. 331-332, 371;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313-314;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3 года
 , т. 2, с. 484-485.



[77]
 　Гербель,
 op. cit.
 //
 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 1875, № 7, ч. 1, с. 9
 .


[78]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291
 .


[79]
 　《Приказ … Багратиона》//
 Генерал Багратион.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 с. 179；
 也见：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
 к, 1903, № 5, с. 268
 , 也见：В
 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8, кн. 1, с. 36.



[80]
 　Хатов,
 Общий опыт тактики
 , т. 2, с. 218.



[81]
 　Clausewitz C. von Der Feldzug 1812 in Ruß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5
 . Drit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Berlin, 1906, S. 90〔俄译文见：Клаузевиц К.
 1812 год
 .（《1812年》）2-е издание, М., 1937, с. 62
 〕.


[82]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Коновницына》//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1, c. 124
 .


[83]
 　Панчулидзев,
 История Кавалергардов
 , т. 3, с. 212
 .


[84]
 　Clausewitz, Der Feldzug 1812
 , S. 90-92 （俄译文见：с. 62-64
 ）.


[85]
 　Anon.
 , 《Крат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боевых порядков》//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0, № 3, c. 3-
 6.


[86]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графа Орлова-Денисова》//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1, c. 220-223;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4, c. 366.



[87]
 　Радожицкий,
 op. cit.
 , т. 1, ч. 1, с. 119
 .


[88]
 　Ibid
 ., с. 120.


[89]
 　Clausewitz, Der Feldzug 1812
 , S. 120 （俄译文：с. 102
 ）.


[90]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т. 2, с. 144; Богданов Л. П. 《Боевой порядок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в Бородинском сражении》
 //1812 год. К сто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62, с. 102-103.



[91]
 　М. И. Кутузов. Документы
 , т. 4, ч. 1, c. 143
 .


[92]
 　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175, 334.



[93]
 　Ibid
 ., с. 179-180.


[94]
 　Vossen A. Tagebuch des Lieutenants Anton Vossen, vornehmlich über den Krieg in Russland 1812
 . Marburg, 1892, S. 4-5〔俄译文见：《Дневник поручика Фоссена
 》（《福森中尉日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 1903, кн. 3, с. 469
 〕.


[95]
 　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с. 180.



[96]
 　Ibid
 ., с. 154-156.


[97]
 　Ермолов,
 Записки...
 , с. 193, 195-196.



[98]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т. 2, с. 561-564;
 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с. 159-161
 .


[99]
 　Schubert F. von Unter dem Doppeladler.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in russischen Officiersdienst. 1789
 -1814.
 Stuttgart: K. F. Koehler Verlag, 1962, S. 235-237；也见：Löwenstern W., op. cit.
 , t. 1, p. 264-265 （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900, т. 104, с. 578-579;
 同样的内容见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366
 ）.


[100]
 　Martens, op. cit.
 , S. 158-159.


[101]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op. cit.
 , с. 22-23
 .


[102]
 　关于乌瓦罗夫和普拉托夫所部的战斗细节，详见：Попов А. И.
 Бородино. Северный фланг
 .（《博罗季诺：北翼》）М., 2008, с. 37-95.



[103]
 　Löwenstern W., op. cit.
 , t. 1, p. 270 （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900, т. 104, с. 579-580;
 同样的内容见：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367
 ）.


[104]
 　Митаревский,
 op. cit.
 , с. 67-68
 .


[105]
 　Clausewitz, Der Feldzug 1812
 , S. 125（俄译文见：с. 108-109
 ）.


[106]
 　《Замечания И. П. Липранди》//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2, с. 30-31; Schubert,
 op. cit.
 , S. 235
 .


[107]
 　Löwenstern W., op.cit.
 , t.1, p.270 （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900, т. 104
 , с. 580
 ；同样的内容见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367）; Ермолов,
 Записки...
 , с. 193;《Из записок А. П. Ермолова об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
 （《源自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回忆录的1812年战争相关史料》）//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356.



[108]
 　Okouneff, Consid
 érations
 , p. 48 n. 1〔（俄译文见：Окунев Н. А.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боль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битвах и сражен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вших при вторжении в Россию в 1812 году.
 （《论1812年入侵俄国期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交战和会战》）СПб, 2-е изд., 1841, с. 195 n. 1
 〕.


[109]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Болговского》
 （《源自博尔戈夫斯基回忆录的史料》）//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1, с
 . 233-238;
 同样的内容收录在Бородино. Документы
 ..., c. 341-342.



[110]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т. 1, с. 401-402; Saint-Cyr,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 t. 3, p. 91-97（俄译文见：
 Французы в России
 , ч. I-II, с. 123-125）.



[111]
 　《Записки А. И. Антоновского》//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3, с. 119
 .


[112]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а С. С. Малиновского...》//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4, с. 84
 （也见：Военский,
 op. cit.
 , с. 9); Поликарпов,
 op. cit.
 , вып. 1, с. 38, 41.



[113]
 　Радожицкий,
 op. cit.
 , т. 1, ч. 1, с. 194; ч. 2, с. 110.



[114]
 　Сипягин, 《Арьергардные дела…》//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8, кн. 3, с. 36
 .


[115]
 　《Журнал корпуса … Ланжерона》//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38, № 2, с. 97.



[116]
 　Plotho,
 Der 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 Band 2, S. 205; Поход
 ...
 в
 1813
 году, c. 279
 .


[117]
 　《Журнал авангарда 3-й Западной арм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УА
 , Отд
 . 1, т. 17, с. 312-313;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т. 1, с. 321-322
 ；也见：с. 325.


[118]
 　《Записки Крейца》
 （《克罗伊茨回忆录》）//Харкевич,
 op. cit.
 , вып. 1, с. 66, 68
 .


[119]
 　Шустов В. И.
 История 25-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Каз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 1701-1901.
 Киев, 1901, с. 119-121
 .


[120]
 　Арнольди И. К. 《Записки о Березинской переправе в 1812 г.》
 （《1812年横越别列津纳河之战回忆》）//Военский,
 op. cit.
 , с. 22.



[121]
 　Rochechouart, op. cit.
 , p. 185（俄译文见：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 1890, кн. 1, № 4, с. 486）;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т. 3, с. 231-235.



[122]
 　Marbot, M
 émoires
 , t. III, p. 186-187.


[123]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Записки о походе 1813 года
 .（《1813年战局回忆录》）М., 1836, с. 125;
 Idem.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94; Löwenstern W.,
 op. cit.,
 t. 2, p. 46
 （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900, т. 106, с. 184-187）;《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 Муромцева》
 （《М. М. 穆罗姆采夫回忆录》）//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 1890, кн. 1, с. 370.



[124]
 　Богданович М. И.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3 год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Германии, по достовер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Пб., т. 1, 1863, с. 187;
 М. И. Кутузов. Документы
 . М., т. 5, 1956, с. 563.



[125]
 　Сипягин, 《Арьергардные дела…》//
 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
 , 1818, кн. 3, с. 36-37; кн. 4, с. 28-29, 36
 .


[126]
 　Глинка,
 op. cit.
 , ч. 5, с. 111-113.



[127]
 　Адамович,
 op. cit.
 , т. 3, с. 337-338.



[128]
 　Муравьев-Карсский,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86, кн. 1, c. 24-25
 .


[129]
 　Ibid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86, кн. 1, c. 23
 .


[130]
 　Württemberg, Memoiren
 , T. 3, S. 151-162（俄译文见：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 1875, № 8, ч. 1, с. 181-183); Норов В. С.
 Записки…
 , т. 2, с. 88-91.



[131]
 　法军在库尔姆的伤亡尤为惨重，第一军几乎在此战中覆灭，但大部分损失出现在会战最终阶段法军打算逃出联军包围圈的时候。正文里提到的一次骑兵冲击就取得相当于消灭3个步兵营的战果，这不大可能发生。


[132]
 　《Из записок генерала Н. П. Ковальского》//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 1871, т. 91, № 1, с. 102
 .


[133]
 　Поход … в 1813 году
 , с. 218, 244-245
 .


[134]
 　Богдан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3 года
 , т. 2, с. 417-418
 ,


[135]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 Муромцева》//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6, c. 301-303.



[136]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 7, c. 216-223
 .


[137]
 　Ibid.
 , т. 7, c. 393.
 关于法军人马质量“低劣”的评论必定只和威灵顿在1815年的经历有关，因为1807年之前的法军骑兵训练优良，马匹状况也不错。此外，这个说法在任何时候都不适用于帝国近卫军。


[138]
 　Okouneff, Examen
 , p. 235-236；同样的内容见：Considérations
 , p. 232-233.


[139]
 　Замечания, ч. 2, с. 209-210, 217
 .


[140]
 　Ibid.
 , с. 37.


[141]
 　Ibid.
 , с. 204, 214-215;以中央为基准的分团纵队图解见：Медем,
 op. cit.
 , ч. 1, с. 51.



[142]
 　ПСЗРИ
 , т. 27, № 20921 (c. 875)
 .


[143]
 　Benkendorff C. Des Cosaques et de leur utilité à la guerre. Mémoire rédigé et présenté à S. M. l
 ’empereur de Russie, en 1816
 . Paris, 1831, p. 4-5. 本肯多夫在文中提到了下列哥萨克团：日罗夫（Жиров(Giroff)
 ）、瑟索耶夫第三（Сысоев 3-й (Sisoïeff)
 ）、伊洛瓦伊斯基第四（Иловайский 4-й (Ielowaisky)
 ）、伊洛瓦伊斯基第十一（Иловайский 11-й
 ）、伊洛瓦伊斯基第十二（Иловайский 12-й
 ）、苏林第九（Сулин 9-й
 (Soulim)）、杰尼索夫第七（Денисов 7-й (Denisoff)
 ）、格列夫佐夫第二（Гревцов 2-й (Grebzoff)
 ）、科米萨罗夫第一（Комисаров 1-й (Komisaroff)
 ）、切尔诺祖博夫第八（Чернозубов 8-й (Tchernozouboff)
 ）、季亚钦（Дячкин (Diatchkin)
 ）哥萨克团。


[144]
 　《Записки донского атамана Денисова》//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875, т. 12, с. 254；
 也见Сапожников А. И
 . Войско Донское в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их войнах: кампании 1805-1807 годов
 .（《拿破仑战争中的顿河哥萨克军：1805—1807年战局》）Моск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льянс-Архео》, 2008, с. 39.



[145]
 　Kosciuszko, op.cit.
 , S. 145.


[146]
 　Ланжерон,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895, т. 83, № 5, с. 192.



[147]
 　Brack, op.cit.
 , p. 106-108, 544-547.


[148]
 　Ibid.
 , p. 110, 292-294.


[149]
 　Bennigsen, Mémoires...
 , t.1, p. 182.


[150]
 　M******
 [Münnich] von 《Ueber Kosacken》//Der Soldatenfreund. Zeitschrift für faßliche Belehrung und Unterhaltung der Preußischen Soldaten.
 Berlin, 1835, № 119, S. 948；也见：Замечания,
 ч. 2, c. 246.



[151]
 　Benkendorff, op. cit.
 , p. 27-28.


[152]
 　《Из записок П. И. Фаленберга о 1812 годе》
 （《源自彼得·伊万诺维奇·法伦贝格回忆录的1812年史料》）//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77, кн. 3, с. 211.



[153]
 　M******
 [Münnich]《Ueber Kosacken》//Der Soldatenfreund
 , 1835, № 119, p. 948.


[154]
 　Benkendorff, op. cit.
 , p. 27.


[155]
 　Паскевич, 《Походные записки》//
 1812 год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с. 82
 .


[156]
 　Benkendorff, op. cit.
 , p. 37-38.


[157]
 　Nolan L. E.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
 . London, 3rd edition, 1860 (初版于1853年), p. 81-85; Idem.
 , Histoire et tactique de la cavalerie
 . Paris, 1854, p. 77-82; Нолан,
 История и тактика кавалерии
 （《骑兵的历史与战术》）//Во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 т. 3, СПб., 1871, с. 68-70.



[158]
 　Denison G. T. A History of Caval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with Lessons to the Future
 . London, 1877, p.405-407; Денисон Дж.
 История конницы
 .（《骑兵史》）СПб, 1897, т. 1, с. 334-335
 .


[159]
 　J. M. [John Mitchell]《Illustration of Cavalry Warfare.》//The United Service Journal and Naval and Military Magazine
 , London, 1833, part 1, p.210-213 （同样的内容收录在Mitchell J. Thoughts on Tactic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 London, 1838, p. 201-208）;米切尔和诺兰都错误地将作者称作甘曹格（Ganzauge），其他人也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160]
 　Gansauge H. von Kriegswissenschäftliche Analekten in Beziehung auf frühere Zeiten und auf die neuesten Begebenheiten
 . Berlin, 1832, S. 228-230, 232-235, 236-238.


[161]
 　Okouneff, Examen
 , p.200-203；也见Idem
 ., Considérations
 , p.221-222。


[162]
 　Plotho, Der 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n den Jahren 1813 und 1814
 , Band 2, S. 305-306.也见Combe M. Mémoires du Colonel Combe sur les campagnes de Russie 1812, de Saxe 1813, de France 1814 et 1815
 . Paris, 1846, p. 225-233〔米歇尔·孔布（Michel Combe）当时是第8猎骑兵团里的一名上尉，他在此战中被俘〕.


[163]
 　Martinien, Tableaux
 , p. 580, 590, 594, 603; Idem
 ., Tableaux … (supplément)
 , p. 97-98.


[164]
 　关于“阿尔萨斯骠骑兵团”，可见以下著作：Strantz F. von 《Tagebuch des vereinten preußisch-sächsischen Armee-Korps untes dem Befehl des Generallieutenants Grafen Kalkreuth während des Feldzuges am Rhein 1793.》//Zeitschrift für Kunst, 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des Krieges.
 Berlin, Posen and Bromberg, 1831, Seibentes Heft, S.126 (3 Eskadrons vom dritten (Elsasser) Husaren-Regiment
 〔第3（阿尔萨斯）骠骑兵团里的3个中队〕.


[165]
 　Martinien, Tableaux ... (supplément)
 , p. 97.


[166]
 　Gansauge, op. cit.
 , S. 109-110.


[167]
 　М. И. Кутузов. Документы
 , т. 4, ч. 1, с. 409
 .


[168]
 　Löwenstern W., op.cit.
 , t. 2, p. 149 （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901, т
 . 107, с. 218-219
 ）.


[169]
 　Löwenstern W., op.cit.
 , t. 2, p. 57（俄译文见：Левенштерн, 《Записки》//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1900, т. 106, с. 195
 ）; Malachowski C. von Erinnerungen aus dem alten Preußen
 . Leipzig, 1897, S. 81 〔俄译文见：《Из записок прус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 Малаховского》
 （《源自普鲁士军官马拉霍夫斯基回忆录的史料》）//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1899, т. 99, с. 330
 〕.



第十八章　炮兵



弹药与装备



本书前文与1801—1809年间俄军炮兵相关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俄军炮兵在1805—1807年战局中使用的霰弹在有效射程方面远逊于法军霰弹。从1806年起，俄军开始研制新式霰弹。新式霰弹呈圆柱形，其柱面由白铁制成，底面则是一块厚铁盘（俄军此前使用的霰弹外层是圆柱白铁罐，底面也是白铁，而且在底部还放有一块木圆盘），内部塞满了均匀分布在各层当中的铸铁弹丸（旧式霰弹只是把弹丸无序地塞进白铁罐，并把锯末填充到弹丸间的缝隙里，新式霰弹中则没有这种填充物）。

新式霰弹和旧式霰弹的主要区别在于铁盘。6磅加农炮和3磅独角兽炮的霰弹铁盘厚度为2.5线（6.35毫米），其余各式野战炮则是3线（7.62毫米）。在发射旧式霰弹时，火药爆炸完毕后，木弹托、白铁底和木盘都会立刻裂开，因此霰弹还留在炮膛里的时候气体就会从缝隙中漏出，这就导致霰弹不能拥有足够高的速度。铁盘则能够承受爆炸气体的冲击，也就可以将几乎所有动量都传递给霰弹。

除去3磅独角兽炮外，每一种火炮都开发出了两种霰弹：含有较多数量的小弹丸的近程霰弹，含有较少数量的大弹丸的远程霰弹。3磅独角兽炮则只有一种霰弹。1807年在彼得堡沃尔科沃靶场（Волково поле）进行的射击试验表明新式霰弹的射程和杀伤效力都要远高于旧式霰弹（详见附录中的霰弹测试结果）。

将俄军新式霰弹测试结果与1765年的法军霰弹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俄军的中管12磅炮在发射远程霰弹时杀伤力与法军的12磅炮相当，短管12磅炮与法军8磅炮相当。而在发射近程霰弹时，俄军中管12磅炮的杀伤效果仍与法军的12磅炮相当，短管12磅炮的效果则要略逊于法军的8磅炮。此外，俄军6磅炮的杀伤效果远逊于法军的8磅炮，但还是比法军的4磅炮好一些。

应当注意到，上述数据是采用多个不同仰角测试后所得到的最佳射击结果，而且它们是在平整坚实——这让霰弹弹丸能够从地面上反弹起来——的靶场上获得的。此外，射击距离和炮口仰角都是一定的，但战场上并不存在这些理想条件。
[1]



从中管12磅炮发射的新式霰弹弹丸数量可以看出，俄军在1807年测试的新式霰弹是法军霰弹的仿制品。不过，俄军在稍晚时采用这种霰弹时，弹丸的数量还是有所调整（详见附录）。

从现有数据中可以看出，当火炮距离标靶越近，能够命中标靶的弹丸数量就越多。然而，当重炮和目标间的距离少于150沙绳、轻炮和目标间的距离少于100沙绳时，霰弹的杀伤效果就不再显著上升了，这是因为如果距离太短的话，就会有许多弹丸从标靶上空飞过，而且霰弹也没有足够时间在横向上散开。
[2]



如果我们比较编在同一个连里的独角兽炮和加农炮，就会发现独角兽炮在发射霰弹时的杀伤力强于加农炮，也就是说，½普特独角兽炮强于12磅加农炮，¼普特独角兽炮强于6磅加农炮。此外，尽管存在普军火炮的霰弹测试数据，但由于标靶的长度和宽度大不相同，这样的测试结果也无法准确比较（详见附录）。然而，这类数据还是表明法军和普军的榴弹炮在发射霰弹时杀伤力低于同一军队中的加农炮，因而也就逊于俄军的独角兽炮，而且在长距离上差距尤为明显，这是因为榴弹炮的装药量相对较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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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马尔克维奇象限仪




俄军炮兵的每个炮兵连理论上要给每门火炮配备10发近程霰弹和20发远程霰弹。
[4]

 本书附录中也会给出其他军队炮兵的相关信息。

俄军炮兵在1805—1807年间使用的瞄准装置存在严重的缺陷。当火炮位于像山坡这样并不平整的地方，马尔克维奇的瞄准具就会造成严重的误差，因为他设计的表尺固定方式十分呆板，并没有考虑到炮耳轴线和地平线之间的角度问题。当目标位于瞄准具有效测距范围之外时，就需要使用象限仪进行瞄准，但这种装置用起来非常麻烦：炮手在瞄准过程中还得把它插进炮膛里。马尔克维奇设计了一种新型象限仪，它只用放在与炮膛轴线平行的水平表面上（从1808年起，俄军将火炮尾座上部削平，这样就形成了放置象限仪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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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放在尾座上的马尔克维奇象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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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安装在炮尾上的卡巴诺夫表尺




伊赛·普罗科菲耶维奇·卡巴诺夫（Иса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Кабанов
 ）上尉在1809年提出了新型瞄准具的构想，要在炮尾顶部用螺丝固定一个特制托架，然后把瞄准具钉在托架上。卡巴诺夫的表尺在末端配有一个重物，这样，不论炮耳轴线和地平线角度如何，表尺本身总是处于竖直位置。卡巴诺夫的瞄准具也存在两个缺陷：它在强风中难以使用，而且每次射击前都要取走瞄准具，射击完毕后又得再度装上。俄军在1811年采用了这种新型瞄准具，但并没有在1812—1814年间将它推广到所有炮兵连里。
[5]





理论、教令和训练



哈托夫在他出版于1807年的《战术通论》第一卷中只用了几页探讨炮兵的作战用途，而且几乎是在重复吉贝尔的观点。1807年战局结束后，俄军炮兵开始总结外国军事文献和最近战局中的经验教训，以便为炮兵制订新的战术准则。1808—1810年间，俄国涌现出诸多探讨炮兵战术的著述。本书中与1801—1809年炮兵相关的章节里提到过雅科夫·卡尔洛维奇·西弗斯少将的报告，而这份报告中也包括了一些炮兵战术方面的实用建议。

炮兵委员会从1808年起开始出版《炮兵期刊》，1809—1810年间，委员会成员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戈格利（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огель
 ）少将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到了1810年，有人又在《军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颇有趣味的文章：近卫骑炮兵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中尉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对炮兵战术的看法〔斯托雷平在1807年的海尔斯贝格会战中建议将火炮部署在阿勒河东岸，以便纵射正在沿西岸推进的法军，他因这一建议获得了“金剑”（Золотое оружие
 ）奖励〕。
[6]

 上述作者的看法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他们的多数观点是一致的，另一些观点则互为补充。这里应当指出，他们的许多战术思想源自埃德梅-让·迪·皮热（Edmé Jean du Puget）、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德·吉贝尔、让·迪·泰伊等西欧军事理论家在18世纪70年代出版的著作。以下是他们最重要的论点：

应当基于军队配置状况和会战目的部署炮兵；火炮应当位于威力能最大限度发挥的阵地上；
[7]

 炮兵应当尽量斜向射击敌军，创造交叉火力区域，或是纵射敌军。
[8]



哈托夫和戈格利将炮兵比作棱堡——也就是根据17世纪的著名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创立的筑城体系修建的要塞凸出部分，步兵和骑兵则比作棱堡间的幕墙。
[9]

 这个比方可能源自法军将领奥古斯丁·莱斯皮纳斯出版于1800年的著作，此人在1796—1797年间担任意大利军团炮兵主任。
[10]



火炮前方应当是地面坚实的开阔地带，这样就可以给炮兵提供广阔的视野，实心弹和霰弹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反弹机会。
[11]

 将炮兵阵地设在高地上可以便于作战，在距离敌军300沙绳时，可以将火炮放在高2—3沙绳的地方（这样能够带来更广阔的视野，也削弱了敌军火力的杀伤），但不应当将火炮放在坡度陡峭又非常高峻的山上，因为当敌军接近炮兵所在的山地后，位置过高的火炮无法有效轰击敌军。戈格利还建议充分运用多种障碍物，比如小丘、树丛、沼泽、壕沟等等，削弱敌军炮火杀伤力，使得炮兵免遭敌军突袭。
[12]

 斯托雷平补充说，由于敌军散兵能够对炮兵造成相当大的威胁，所以在挑选炮兵阵地时，应当尽量避免阵地前方存在便于散兵作战的地形地物。
[13]



戈格利认为炮兵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其他兵种。有必要让炮兵和步骑兵在机动过程中相互配合。对炮兵而言，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是适时占据具备重大战术意义的阵地，因为过早进占阵地会向敌军暴露战术意图。
[14]



哈托夫认为应当把轻炮兵和骑炮兵部署到多个地点，这些部队需要随时准备快速增援受到敌军攻击的己方部队。
[15]

 戈格利和斯托雷平主张把骑炮兵放在预备队里，因为当炮兵赶赴需要增援的地点时，骑炮兵的行进速度要比其他任何一种炮兵都快得多。
[16]

 这里应当注意到一点，俄国军官中最早提出该主张的可能是西弗斯，他早在1800年撰写的炮兵改良计划中就已提及了相关做法〔西弗斯在围攻鲁什丘克（多瑙河下游的一座土耳其要塞）时战死，这一计划要到他死后才于1811年公之于世〕。
[17]



炮兵在远离敌军时就算能够凑巧命中，也不应当开火。哈托夫认为12磅炮的有效射程是500沙绳（1067米）、6磅炮是450沙绳（960米）、½普特独角兽炮是600沙绳（1280米）、¼普特独角兽炮也是500沙绳。他建议炮兵在射击远距离目标时必须缓慢开火，仔细瞄准，可要是敌军靠近了炮兵，那就应当加快射击速率。哈托夫重复了吉贝尔的论调，认为将军们时常命令炮兵朝着太过遥远的目标射击，而当炮兵缓慢开火时，友邻部队也会感到不满。
[18]



戈格利指出炮火对500沙绳以外的目标没有什么效果，只有很少的炮弹能够命中如此遥远的敌人，大部分炮弹都被浪费。而且这样近乎无害的射击也会导致敌人因此不再畏惧炮兵。尽管如此，戈格利仍然认为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敌军正以庞大、密集的纵队在便于跳弹射击的地带行进，或者敌军正在走出某段隘路，或者大批敌军（特别是敌军骑兵）集中在某地，又或者有必要将敌军注意力转移到即将发起主攻的地段之外，也可以让炮兵射击远距离目标。
[19]



斯托雷平写道：

距敌400沙绳时不应当开火，距敌两三百沙绳时炮火已经较为准确，而当距离小于200沙绳时，炮火就变得非常致命，因此，在第一段射程中应当缓慢、仔细地射击，第二段射程中要加快射速，第三段射程中则是急速射。
[20]



如你所见，哈托夫和戈格利都认为炮火在面对500沙绳以外的目标时就已失去杀伤力，斯托雷平则声称炮火甚至无法有效杀伤400沙绳（854米）以外的目标。他们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分歧，原因就在于斯托雷平复述了一本早在1771年就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法文小册子，它表示火炮在射击相距400法寻（780米）的目标时并没有什么准度，距离200法寻（390米）时则多少会精准一些，只有在距离100法寻（195米）时才堪称致命；
[21]

 戈格利和哈托夫则依赖另一些18世纪法国军事文献作者——特别是吉贝尔和泰伊——给出的数据，根据他们的估算，12磅炮最大有效射程是500法寻（975米）。
[22]



按照戈格利的建议，如果敌军火力导致某个炮群蒙受惨重伤亡，指挥官就要让火炮略微向前、向侧面乃至向后运动。应当避免与选择了良好阵地或火炮数量占优的敌军炮兵交战。
[23]

 如果己方的轻炮兵需要与敌方重炮兵交战，戈格利认为轻炮应当推进到距离敌方火炮仅有200（427米）乃至150沙绳（300米）的地方，而且要以交叉火力集中轰击敌军炮兵。
[24]



戈格利之所以会写出这段话，可能是受到了法国骑炮兵军官克里斯托夫·克莱芒于1808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影响。克莱芒在书中指出，要是你不得不与敌军炮兵展开对射，而且你的炮手虽然勇猛，却没有受过良好训练，那就要迫近敌军并发射霰弹；如果地形导致你无法迫近敌军，那就应当将己方火炮分散开来，并集中火力轰击同一门敌军火炮，将其打哑后继续集中轰击另一门，如此反复循环下去。克莱芒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应当多接近敌军炮兵。他在下一节中指出，如果想要动摇敌方步骑兵，就应当迫近到距离敌军仅有150—200法寻（292—390米）的地方并发射霰弹，如果敌军开始退却，就要改用实心弹，这是因为实心弹的声响比霰弹恐怖，对敌军步骑兵的士气影响更大，能够带来更强烈的挫败感和恐惧感。
[25]



根据哈托夫的看法，战斗中有必要将火炮隐蔽起来，这种隐蔽得一直持续到将火炮投入战斗为止。戈格利认为炮兵就位的时间不应当早于步骑兵开始列成战斗队形的时间，因为过早地部署炮群有可能将作战意图暴露在敌军面前。他还认为，不论处于守势还是攻势，都应当在会战之初让尽可能少的火炮就位，而且要让其他火炮秘密隐蔽到决战时刻到来为止。斯托雷平也建议用步兵或骑兵遮蔽身后的炮兵。
[26]



哈托夫和西弗斯认为与其编组少数几个大型炮群，倒不如组建诸多小型炮群，因为大型炮群总会变成敌军炮兵的好靶子，而诸多小型炮群则可以更好地交叉射击或是纵射（анфиладный огонь
 ，源自法语词enfilade，意为从敌军步骑兵战线侧翼沿着战线延伸方向射击）。西弗斯还补充说，大型炮群只有在需要击退敌军猛烈冲击时才有用。
[27]



哈托夫重复了吉贝尔的观点：尽管炮兵偏爱轰击敌方炮兵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炮兵不应当展开反炮兵作战，而应当抓住一切机会轰击敌方步骑兵集群。炮兵只有在没有比敌方炮兵更重要的目标，或是在敌方炮兵给友邻部队造成过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可以展开反炮兵作战。
[28]



西弗斯指出，俄军炮手在1806—1807年战局中时常朝着敌方炮群开火，在这种反炮兵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弹药。他认为只能在下列情形下展开反炮兵射击：

1.敌军炮群阻止友邻部队［步骑兵］进占某个预定阵地；

2.敌军炮群阻止友邻部队通过隘路；

3.当友邻部队准备攻击敌军炮群或侧击敌军战线时，炮兵就应当轰击敌军炮群，使其忙于还击，无暇顾及包抄敌军的友邻部队；

4.需要在敌方防御工事上打开缺口。

而在其他所有情形下，炮兵都应当轰击敌军步骑兵横队和纵队，并且尽量展开纵射，即便无法纵射，至少也要斜向射击。
[29]



斯托雷平坚信炮兵应当将敌军步骑兵作为主要炮击目标，因为轰击敌方炮兵几乎不会带来什么战果。只有在敌军（步骑兵）部队已经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而且敌方的强大炮群却暴露在外，并且给己方部队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下才应当朝敌方炮兵开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摧毁敌方炮群，比较好的做法是让火炮散开，让敌军炮火分散到多个不同方向，同时集中己方火力，使敌军炮兵陷入交叉火力之中。当敌军（步骑兵）部队暴露在外时，炮兵就应当轰击敌军步兵和骑兵，要随时集中火力炮击最重要的目标。斯托雷平写道，当己方（步骑兵）部队处于守势时，炮兵应当集中火力轰击敌方（步骑兵）部队，可当己方部队处于攻势时，炮兵就应当以轰击敌方炮群为主。
[30]



斯托雷平不仅强调了集中火力对每个独立炮群完成作战任务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指出了统一指挥全军炮兵极其重要。在他看来，只有全军炮兵都由一人掌控，才能让炮兵成功发挥作战效力。如果每一名炮兵军官都根据自己的意愿移动手中的炮群，或是根据某位将军的某位副官带来的命令行事，那么不管炮兵军官们在履行职责时有多努力，炮兵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斯托雷平因而认为，全军的炮兵必须由一位炮兵高级将领指挥，而且此人应当直接隶属于统帅。
[31]



戈格利同样强调了集中火力和各炮群协同的重要性。
[32]

 他认为当己方发动攻势时，炮兵就应当轰击敌方炮兵，将敌军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以此掩护友邻部队的行动。但当炮兵跟随步骑兵推进到敌军霰弹射程之内后，它就应当将炮火转移到敌军步兵和骑兵身上。戈格利认为，当己方处于守势时，应当把敌军步骑兵而非炮兵作为主要目标。在防御战中，炮兵应当选择合适的阵地，使得敌军不论从何处迫近阵地，都会陷入交叉火网。
[33]



戈格利建议军官应当事先勘察战场：寻找小丘、灌木丛、大树、木桩等易于辨识的标志，确定与标志间的距离，以此决定在敌军进至上述目标处后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炮弹开火。
[34]



哈托夫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旧式霰弹。在他看来，这种霰弹的有效射程甚至不超过100沙绳或300步（也就是略多于200米）。至于如何在战斗中运用它，哈托夫重复了吉贝尔的论点：霰弹只有在“干燥、开阔、平坦的地方”才有用，而且只能在中短距离上使用，要是面对远距离目标或“凹凸不平、泥泞、封闭、隆起或低洼的地方”，霰弹的杀伤效果就不及实心弹，这是因为远程射击时需要让炮口具备相当高的仰角，多数霰弹会偏离主方向，从敌军头顶上飞过，而在那些不利于发挥杀伤力的地方，大部分霰弹最终会“失速并陷进地里”。
[35]



戈格利和斯托雷平也已提及新式霰弹，但他们敦促读者不要高估它的杀伤效力。他们认为，在炮击敌方纵深纵队时，较好的选择还是使用实心弹正面射击，不过如果有可能纵射纵队的话，那就得使用霰弹。而在炮击已然迫近己方的敌方步兵横队和正在向己方发起冲击的敌方骑兵时，同样应当改用霰弹。
[36]

 斯托雷平认为，即便在最后两种场合下，霰弹也不应当在距离敌军超过200沙绳（427米）时使用，而且指出霰弹杀伤威力最大的范围是50—150沙绳（107—320米）。
[37]



戈格利建议炮兵军官仔细观察弹着点，他既要保持持续、稳定的火力输出，在开火时又不能操之过急以致浪费弹药。如果目标是敌军纵队，就应当使用实心弹快速射击，直至其展开成横队为止；而当敌军以横队迫近时，炮兵就要将弹种更换成霰弹。
[38]



至于炮兵在遭遇敌军的猛烈冲击时应当如何作战，哈托夫还是重复了吉贝尔的观点：

炮兵……必须勇敢地坚守距离正面战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不要去关注是否得到了保护，不要在敌军几乎攻入炮群之前离开火炮，因为最后的炮火能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我当然认为保住火炮是一种荣耀，但我们应当更充分更坚决地运用火炮。如果出现敌军夺走火炮的情况，那么［步骑兵］部队必须夺回它们。
[39]



斯托雷平的主张与此类似：

军官不应当以可能丢失火炮为托词后退。敌军在抢夺火炮时火炮能给敌军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此时，负责保护火炮的［步骑兵］部队必须马上冲上前去，打退已然陷入混乱的敌军。
[40]



戈格利的说法与前两者类似，但语气相对而言不算绝对：在他看来，如果己方无力阻挡敌军的推进，炮兵就应当缓慢退却并依靠火力阻击敌军。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各个炮群需要交替掩护退却。炮兵如果要有序后撤，就有必要事先在后方某处便于射击的阵地上部署负责掩护的炮群。如果无法阻滞敌军，炮兵就应当坚持开火直至最后一刻，然后让炮手撤离并放弃火炮。还要用最后一轮近距离霰弹齐射尽可能杀伤敌军。
[41]



西弗斯给出了如下建议：在大会战中，炮群里平均每门火炮附近只应当保留不超过一辆弹药车，其余所有弹药车都应当位于离前线还有一段路程的后方地带。在必要情况下，备弹耗尽的弹药车应当转移到后方，装满弹药的后方车辆则进入阵地附近。他还认为，让炮兵进行更换炮架训练非常重要，并主张采用下列方法：将炮架尾部抬高到炮口触地为止，然后扶住炮管，使其垂直于地面，取下炮耳盖，推开炮架，再把另一座炮架移到相同位置，然后用炮耳盖重新固定炮管。西弗斯指出，他就这种方法做过若干实验，发现一门6磅炮的炮管在半分钟内就可以转移到另一座炮架上，12磅炮和独角兽炮耗时则是两分钟。
[42]



西弗斯建议在夜间将一发霰弹装填到炮膛里，以便在遭遇敌军突袭时立刻开火，同时还要把一根绳子固定在霰弹上，这样就能够在破晓时轻松取出霰弹。
[43]

 戈格利也建议在日落前做好让火炮发射霰弹和照明弹——以此照亮战场——的准备。
[44]



戈格利建议军队在处于守势时为炮兵修筑野战工事。
[45]

 他指出，不应当将炮兵部署到远远突出在步骑兵主战线前方的孤立工事里。
[46]

 按照戈格利的说法，如果敌军炮群从侧翼包抄己方工事，那最好还是让己方炮兵撤出工事，用位于工事翼侧的己方炮群轰击敌军。
[47]

 他指出，炮垒中应当留有一两条可靠通道供炮兵在必要情况下及时后撤。
[48]

 如有必要轰击敌方炮垒，炮兵应当纵射（这一说法源自法语词enfiler，意为在敌军侧面沿着敌方部队战线或堡垒正面开火）其侧面，并向炮垒内部发射榴弹，以此毁伤敌方火炮而非炮垒本身。
[49]



上述作者的论述对俄国炮兵军官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斯托雷平的文章影响尤为重大。随着其他军官就文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军事期刊》上也刊登了几篇回应斯托雷平的文章。

骑炮兵必须部署在预备队里的说法迅速成为俄国军事文献的共识。
[50]

 总参谋部上尉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拉赫马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ахманов
 ，他自己则将姓氏写作罗赫马诺夫（Рохманов
 ），他曾在炮兵委员会中任职，也是《炮兵期刊》的作者之一，后来还在1810—1811年负责出版《军事期刊》〕和近卫炮兵军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韦利亚米诺夫将叶尔莫洛夫和库泰索夫麾下骑炮兵在艾劳会战中的表现视作骑炮兵适时投入战斗的典范。
[51]



韦利亚米诺夫指出，独角兽炮无法“抛射榴弹”（бросать бомбу
 ，意为以高仰角射击），这就是独角兽炮发射的榴弹无法在预定地点炸开的原因。可以说，独角兽炮在这方面的确弱于榴弹炮。然而，他也指出，独角兽炮在点燃目标时很有用，而且射击精度几乎与加农炮相当。此外，他还认为有必要在轰击土质护墙时使用独角兽炮，这样就能让榴弹在墙体内部爆炸。
[52]



榴弹能够炸开土质胸墙的论断可能源自法国骑炮兵军官克莱芒的著作，他声称榴弹能够进入墙体内部，产生爆破效应（feront l’effet de fougasses），继而迅速摧毁土墙。然而，按照克莱芒的观点，格里博瓦尔体系中的旧式6寸榴弹炮在摧毁土木工事护墙时的效果实际上要强于新式的5寸6线（5.5寸或24磅）榴弹炮：因为6寸榴弹炮发射的旧式榴弹中装载的火药较多，导致其初速也较低，于是，这种榴弹就无法深入墙体内部，爆裂后产生的破片便散落在弹着点附近。新式24磅榴弹炮的榴弹虽然初速较大，能够深深扎进墙内，却只能产生潜炸（camouflet，即地下爆炸，在这种情况下，破片几乎不会出现在墙面上）效果。
[53]



从这方面来看，独角兽炮就更不适合摧毁土质护墙了。独角兽炮发射的榴弹初速更高，而且就直径而言，½普特独角兽炮的榴弹几乎与法军5.5寸榴弹炮的榴弹相同，¼普特独角兽炮的榴弹则还要小得多，因此，独角兽炮的榴弹就会比法军5.5寸榴弹炮的榴弹更加深入墙体内部，但½普特独角兽炮的榴弹的爆炸效力只和5.5寸榴弹炮的榴弹大体相当，而¼普特独角兽炮的榴弹效力还要弱得多。

根据韦利亚米诺夫的说法，法军炮兵的战斗力主要源自法军在需要火炮的时间和地段集结大量火炮的能力，而在战场其他地段，法军虽然只剩下杀伤效果甚微的小型炮群，但它们也足以牵制敌军，使其不能专注于法军将要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地段。他随后列举出弗里德兰会战作为例证。虽然这里并没有提到塞纳蒙的名字，不过他或许还是把法军亚历山大·德·塞纳蒙（Alexandre de Senarmont）将军的行动视为适时集中火炮的范例。
[54]

 韦利亚米诺夫还认为不应当过于绝对化地执行斯托雷平在攻势作战中炮击敌方炮兵的主张，认为炮兵即便在攻势中也应当以炮击敌方步骑兵为主。
[55]

 这里必须指出一点，斯托雷平并没有表示炮兵在投入攻势时只应轰击敌军炮兵，但有些读者可能对他的建议产生了误解。
[56]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诸位法国理论家都坚持认为只有在无法有效轰击敌方步骑兵，而敌方炮兵又暴露在外，且给友邻部队造成颇多损失的情况下，才应当让己方炮兵轰击敌方炮兵。在其他所有情况下，炮兵都应当轰击敌军步骑兵，只有在保护友邻部队的必要场合才需要关注敌军炮兵。这些理论家提出了诸多论据，想要以此说服炮兵军官，让他们尽量避免与敌军炮兵卷入对战。吉贝尔指出，当步骑兵遭到歼灭或陷入混乱，炮兵根本派不上用场，但如果只是歼灭炮兵，那还算不上大功告成，因为除此之外还需要击败步骑兵。泰伊指出，如果仅仅轰击敌方炮兵，就会导致己方炮兵无端消耗弹药，歼灭敌军炮群的目标最终也只会落空。泰伊随后重复了吉贝尔的论述：即便成功歼灭了敌军炮群，由于仍需要打败敌方步骑兵，击败敌军的整体目标就仍无进展或进展甚微。
[57]



与此同时，吉贝尔指出，炮兵军官时常会忽视不应当卷入火炮对战的战术原则，这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友邻部队面前压制敌方炮群是格外杰出的表现，要么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深刻意识到敌军步骑兵是比敌军炮兵更重要的杀伤目标。
[58]

 可以在弗里德里希大王于1782年5月10日给炮兵下达的教令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炮兵都会犯下两个严重错误，其中一个就是炮兵喜欢轰击敌方炮兵，试图以此压制敌方炮火。弗里德里希坚持认为他的炮兵应当轰击敌方步兵，要么使其陷入混乱，要么迟滞其行进或妨碍其机动。他相信炮兵一旦实现这一目标，敌军步兵就会很快陷入失败，到了那时，敌军火炮也会落入普军手中。
[59]



由此可见，到了18世纪末，各支欧洲军队的炮兵军官普遍清楚己方炮兵不应当与敌方炮兵交火的战术原则。然而，我们并不清楚炮兵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它。法国军官雅基诺·德·普雷勒在19世纪20年代指出，这条原则在实战中很难执行下去，因为当友邻部队遭到敌方炮火轰击时，炮兵军官会出于自尊心企图压制敌方火力，而且步骑兵部队也会要求炮兵进行压制，他们的要求有时还十分强烈。
[60]

 拿破仑时代的会战中同样存在双方炮群卷入对战的诸多战例。

同样应当注意到一点，与步兵或骑兵集群相比，放列后的炮群命中难度要高得多：火炮之间通常会留有15—25步（13—15米）的横向间隔，
[61]

 火炮旁边的炮手们也不过是稀疏的小队士兵。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想给敌方炮兵和列成密集队形的敌方步骑兵造成同等惨重的伤亡，己方炮兵在对付前者时消耗的时间和弹药就要多得多。而且泰伊早已在他的书中告诫读者，无论如何，凭借炮兵对战手段都很难消灭敌方炮群。
[62]



你可以发现一点：在同时拥有一方伤亡数据和另一方炮弹消耗数据的会战中，伤亡数字除以炮弹发射数字所得的结果往往较低。维多利亚（Vitoria）会战是一个经典例证，英葡联军的炮兵在此战中共打出炮弹6870发，而法军的死伤总数仅为8000人左右。
[63]

 而且法军的相当一部分伤亡显然要算在英葡步兵头上。根据诸多不同材料记载，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的炮兵消耗了43500—90000发炮弹，其中最可靠的数据似乎是60000发。
[64]

 现代俄国研究者估算出的博罗季诺会战俄军损失则为39300—50000人。
[65]

 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应当归于拿破仑麾下步兵的火力。因此，每一发炮弹给敌军造成的伤亡还不到一人。炮火的杀伤效力之所以如此低下，可能就源于炮兵主要轰击对方炮兵而非步骑兵的事实。

正如西弗斯在前文所述，1806—1807年战局中的俄军炮兵沉溺于轰击敌方炮兵，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俄军中有些高级指挥官喜欢下达“压制敌方炮群”的命令。
[66]

 他这里可能指的是指挥师或旅的步骑兵将领，这些人麾下有一些炮兵军官，而西弗斯将后者直接称作炮手。步骑兵将领相当关心一点：让敌军炮火不再落到自己的部队头上。而且这种固有的关心并不仅仅出现在俄军将领身上。日尔克维奇在1813年是第2近卫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和几门火炮在包岑会战之初待在一处野战工事里。5月9日/21日，一些法军榴弹炮开始轰击工事。他确信自己的炮弹打不到敌军榴弹炮，因此没有展开还击。次日，普军将领格奥尔格·杜比斯拉夫·路德维希·冯·皮尔希（Georg Dubislav Ludwig von Pirch）——此人指挥位于工事附近的一个普鲁士旅——过来找他。日尔克维奇对他和皮尔希的谈话记录如下：

“请告诉我，”皮尔希问道，“当你面前有一个令我军倍感困扰的敌军炮群时，为什么不下令开火？”

“要是你命令我向前推进到战线前方，”我答道，“就会令士兵蒙受全然无谓的牺牲，因为我的火炮打不到法军！”

“我怀疑这一点。”皮尔希说道，“我也觉得炮火可能未必全然发挥威力，但敌军的炮弹已经远远地飞到了我们这里，你还说它们打不到敌军炮群，这难以置信！”

我立即命令一门独角兽炮发射榴弹，我们看到这发榴弹在河这边的包岑高地山脚下就炸开了。
[67]



所以，如果炮兵由步骑兵将领指挥，他们时常会命令己方炮兵轰击敌方炮兵。考虑到这样的命令或请求，再加上炮手轰击敌方炮兵的天然倾向，这就导致炮兵会不断轰击敌方炮群，但这类举动除了吸引敌方炮群火力外，并不会取得什么显著战果，也不可能给会战进程带来什么重大影响。为了避免火炮卷入对射，炮兵应当编组成由炮兵将领指挥的大型炮群，这些出身炮兵的指挥官应当深知炮兵运用原则，也有足够的权力去拒绝步兵或骑兵将领的命令和要求。

上文提到的俄国军官们同样强调了炮兵除去少数特殊情况外均不应当与敌方炮兵卷入对射的重要原则。与此同时，其中一些人，比如西弗斯、戈格利和斯托雷平，就需要展开反炮兵射击的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探讨。戈格利解释说，炮兵在这类情况下的作战目的在于“迫使敌军还击我方火力”“将敌军火力吸引到炮兵自己身上”“将敌军火力从我军步骑兵部队身上引开”。炮兵能够以这种方式支援步骑兵，掩护步骑兵的机动，而且这种战术在进攻或防守中都可以派上用场。
[68]



按照第七章中引用的拿破仑的说法，炮兵一旦遭到敌方炮群轰击，就有一种发起还击或停止射击的自然倾向，此时也就无法强迫炮兵继续轰击敌方步兵。因此，炮兵一旦就位又遭遇敌方炮火，就会迅速与敌军炮兵卷入交火乃至停止射击，因而几乎无法对会战进程起作用。换言之，当军队处于守势时，如果炮兵轰击敌方炮群，就会让敌方步骑兵自由机动，安全迫近己方阵地；而当军队处于攻势时，如果炮兵轰击敌方炮群，那便无法干扰敌方步骑兵，这就提高了敌军击退友邻部队冲击的概率。

不过，我们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拿破仑的评论：炮兵可以利用轰击敌方炮兵的手段吸引敌军火力，从而将敌方炮兵的关注点从友邻部队身上移开。这种招数既能用于攻势，也能用于守势。炮兵指挥官可以动用一部分火炮吸引敌方火力，同时让其他火炮轰击敌方步骑兵。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若米尼在他探讨战争艺术的重要著作中提出了一条普遍原则：

所有交战的炮兵均应牢记自己的主要职责是摧毁敌人的［步骑兵］部队，根本不是与对方的炮兵对战。但是，为了不让敌人的火炮任意行动，有时也需要向敌炮阵地射击，目的是为了吸引他们的火力。可以用三分之一的火炮遂行此项任务，而以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火炮对付敌人的步兵和骑兵。
[69]



然而，戈格利和斯托雷平都有理有据地指出，当友邻部队处于守势时，炮兵应当集中火力对付敌方步骑兵，可当友邻部队处于攻势时，炮兵就应当以轰击敌方炮群为主。炮兵在攻势中的重要任务是吸引敌方炮兵火力，为友邻部队的推进创造便利条件。在守势中较为重要的任务则是阻止敌方步骑兵部队推进。

日后在欧洲出版的若干手册更为清晰地阐述了上述原则。
[70]

 当然，也可以在早年出版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应当在友邻部队发动攻势时动用全部或一部分炮兵轰击敌方炮兵的观点，但那些著作中提到的炮兵作战目的是“掩盖某些作战手段”“压制敌军炮兵”或“保护、支援友邻部队”。最后一种说法可能是指吸引敌军炮火，使其不再轰击友邻的步骑兵部队，但它并没有表达清楚。
[71]



一位已经退役的匿名炮兵军官指出，斯托雷平主张的分散火炮并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的做法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奏效，那就是对付单一、庞大且难以移动的目标，其他情况下则不可能让散开的火炮协同射击。
[72]

 这位匿名作者还主张尽量减少留在炮群附近的弹药车数量，按照此人的说法，当他指挥一个拥有12门火炮的炮兵连时，他往往会在前线仅仅保留6辆弹药车，有时甚至只留下3辆。该军官还谈到过一个战例：他的炮兵连曾经弄混过12磅炮的弹药，在短管12磅炮里装填了中管12磅炮的弹药，就在他们推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两门火炮的炮车车轴已然折断（中管12磅炮装药较多，而短管12磅炮的炮架较轻，并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后坐力）。
[73]



除上文提到的著述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菲茨图姆（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Фитцум或Фицтум
 ）上校〔他来自萨克森贵族菲茨图姆·冯·埃克施泰特（Vitzthum von Eckstädt）家族，当时是第2军官武备学校的一名教师〕于1810—1811年在《炮兵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74]

 菲茨图姆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要使用独角兽炮轰击敌方野战工事，那就不应当让独角兽炮进至距离工事1000步以内的地方，如果榴弹依然会飞过工事再炸开，他就建议要么让独角兽炮继续后撤，要么减少装药并缩短导火管长度，让榴弹更快炸裂。同时，他也建议应当将加农炮部署在距离敌方防御工事600步以外的阵地上，但6磅炮与敌方工事的距离不应当超过800步，12磅炮也不应当超过1000步。
[75]



在炮口仰角相同的情况下，装药越少，射击距离就越短，于是，即便独角兽炮以相对较小的仰角开火，减少装药也可以让榴弹飞入敌方工事内部。然而，减少装药的主张实在太过笼统，它并没有指出在具体情况下（和工事间的距离以及炮口仰角）应当减少多少装药，也没有表明如何准确减装，所以，上文中的建议很难用于实战。截短导火管的确可以让榴弹在飞到敌方工事正上方时炸开，可菲茨图姆同样没有给出具体做法。

斯·普·奇塔洛夫（С. П. Читалов
 ，这可能是个化名）上尉在1811年的某期《军事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还认为如果能够减少装药或修改炮架结构，那么不仅可以让独角兽炮在轰击工事时使用榴弹，甚至可以让加农炮也使用榴弹。
[76]

 总体而言，菲茨图姆和奇塔洛夫在论述中都指出了独角兽炮的一个缺点——韦利亚米诺夫也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一点——它并不适合俯射，因而很难将榴弹射入敌方工事内部。

第1西方军团炮兵主任库泰索夫在1812年编纂过一本名为《炮兵野战总则》（Общие правила для артиллерии в полевом сражении
 ）的教令，从中可以找到上述俄国军官在著作里提出的诸多主张，因而值得本书全文引用：

鉴于任何一位优秀炮兵都熟知我军火炮的质量和火炮具体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概要地探讨炮兵在会战中的行动。就这一层面而言，运用炮兵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则：

1.在野战中，当目标距离为500沙绳时，炮火的杀伤力颇为可疑，在距离300沙绳时，炮火就具备相当的杀伤力，在距离200沙绳、100沙绳时，炮火已经堪称致命。敌军进入后三类射程时，就应当使用我军的新式霰弹。因此，当敌军位于第一类射程时应当缓慢开火，以便留出足够时间让火炮更准确地瞄准目标，利用炮击使敌军的运动遭遇困难；进入第二类射程后应当加快射速，以便阻止或至少迟滞敌军的推进；进入最后一类射程后，就应当尽可能快地射击，以便将敌军击退或歼灭。

2.会战之初应当隐藏炮兵实力，并在此后的战斗中增加火炮数量，这样就不至于暴露炮兵的攻击方向。如果敌军发动攻击，就会在未曾预料到的地方遭遇我方炮兵。

3.尚未观察到敌军真实意图时，炮群中只能配备少数火炮，各个炮群也要分散到诸多不同地段，这样就只会给敌军提供很小的目标，也能让我方炮兵在杀伤敌军时拥有更多的斜向射击和交叉射击手段，还能让敌军的作战行动陷入困难。

4.当有必要在敌军战线上打开缺口，或是挡住敌军针对某一地段的猛烈冲击，又或是有必要将敌军逐出某一阵地时，就应当组建拥有大量火炮的炮群。

5.应当避免将炮群部署在太过险峻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将独角兽炮群部署在小丘背面，就会带来极大的优势，这是因为独角兽炮拥有曲射火力（只有在发射霰弹时是例外），小丘届时可以遮蔽炮群。

6.当我军打算发起攻击时，大部分炮兵必须朝敌军炮兵开火；当我军遭遇敌军攻击时，大部分炮兵必须朝敌军骑兵和步兵开火，这可以作为一条基本不存在例外的规则。

7.此外需要补充一点，当［敌方］炮群阻止［我方］占据某一阵地或给正位于隘路中的［我军部队］造成伤亡时，也有必要朝敌方炮群开火。

8.要用实心弹（实心弹应当使用全装药）和榴弹（榴弹有时可以使用减装药，以便让榴弹在反弹后落入纵队内部爆炸）轰击敌军纵队。至于霰弹，只有在纵队距离火炮很近时才应当投入使用，因为实心弹那时的杀伤力已经不及霰弹了。

9.当［敌军］横队进入利于炮兵射击的范围后，就应当主要使用霰弹，如果要使用实心弹和榴弹，那至少应当为炮群选择合适位置，使其能够纵射或斜向射击横队。

10.当［敌军］发起猛攻，我方意图退却时，掩护退却的炮兵必须分成两条战线，这样，当第二线准备迎击敌军时，第一线就能穿过第二线后撤。

11.无论处于何种情形，炮兵都必须掩护［友邻］部队机动。同样，友邻部队也必须掩护炮兵。因此，炮兵指挥官在侦察地形并得知友邻部队作战意图后，就应当因地制宜地部署炮兵，以便利用火力支援友邻部队作战。

12.炮兵必须主要部署在战线两翼、［步兵队形的］横向间隔和预备队当中。鉴于在攻击中长久停留在同一阵地上的做法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就要采用这种不会妨碍到炮兵根据地形和敌军运动转移阵地的部署方法。

13.部署在第二线或第三线之后的炮兵预备队必须主要由骑炮兵组成，因为骑炮兵可以凭借其快速、轻捷的特性以高速奔赴诸多地段，而在重炮连中，也可以让一些炮兵乘马或坐上前车，以加快机动速度。

14.炮兵预备队指挥官在发觉有必要派遣部队增援某地后，就应当根据上级指挥官的命令或自己的决断——他的行为可能会改变整场会战进程——以最快的速度将炮群派往该地。

15.如果地形许可，就应当让炮群中两门相邻火炮的炮车车轴间距不小于15步，这样会便于火炮机动和操纵火炮，也能减小敌方炮火的威胁。

16.在战斗中，步炮兵平均每门火炮留在火线附近的弹药车数量不得超过一辆。其余所有弹药车都应当留在战线后方。骑炮兵保留在火线上的弹药车数量甚至还要少于步炮兵，它只用保证前车里始终装满弹药。

17.士兵必须接受快速、有序地将炮管转移到其他炮架上的训练。

18.在夜间，前哨部队的火炮里必须始终装填着近程霰弹，并且需要在霰弹上固定一根绳子，以便在破晓后取出霰弹，除此之外无须［采取额外防御措施］。

19.每一位炮兵连长都要关注作战中可能会用到的备用马匹和马具，还需要在马上配备常用的简易套绳。

20.如果炮兵将要通过泥泞地带或沼泽地区，就必须准备好柴捆，可以将柴捆固定在弹药车和火炮两侧，尽量使其保持干燥。

21.在最后的总结中，我要指出一点：毫无必要地浪费弹药是炮兵最大的耻辱、军队最有害的行为，炮兵必须竭尽全力让每一发炮弹都给敌军造成最大的损失，要将弹药艰难的制造、运输过程铭记于心。
[77]



如前所述，俄国在1800—1806年间除了近卫炮兵中的一门课程外，并没有一所为炮兵军官提供贴近实际的炮兵训练的军队教育机构。第1、第2军官武备学校有许多毕业生会进入炮兵服役，他们虽然接受了良好的理论教育，却并没有进行火炮射击实操。

1806年底（或1807年初），俄军为近卫炮兵的士兵设立了一个后备连（可供210人受训）。士兵在该连受训后可以成为常规炮兵部队中的火工（炮兵军士）。到了1808年，俄军还建立了一个炮兵培训小队，全军炮兵选送到彼得堡的军官和士兵会在这个小队里受训，它的负责人是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欧拉（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Эйлер
 ）少将，著名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的孙子。
[78]

 不过，这个小队的存在时间可能并不长。

1811年，后备连更名为训练连，该连还增设了一门可供48名炮兵军官学员修读的军官课程。到1812年，俄军又组建了另一个规模与此相同的训练连（同样设有军官课程）。每个连中都配备4门¼普特独角兽炮和4门6磅加农炮。受训人员每人每年可以分配到6发实弹（2发榴弹、4发实心弹），此外还会额外发放可供射击12次的火药。在训练连中完成培训课程的士兵将会晋升为火工，军官课程结业且通过炮兵委员会考试的军官学员和军士则会成为炮兵军官。
[79]



大部分炮兵仍和此前一样在炮兵连内部受训。米塔列夫斯基在1812年曾是第12轻炮连（该连隶属于第7炮兵旅，该旅配属于第6步兵军第7步兵师）的一名尉官，此人在回忆录中描述了第6步兵军炮兵主任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科斯捷涅茨基在1812年战局之初是如何教导炮兵对推进中的敌军——特别是骑兵——展开近距离射击。他说：“在这种场合下，炮兵无须使用瞄准具对准目标，为了快速开火，从后面［沿着炮管］大致瞄准即可。”
[80]



[image: Figure-0625-0060]

图55.马尔克维奇表尺（瞄准具）




这里提到的瞄准具是马尔克维奇——此人是炮兵委员会成员之一——瞄准具，它由内含缺口的竖直表尺和打了孔的可移动平板组成（见图55），在1802年投入使用。这种瞄准具可以让中管12磅炮颇为准确地命中相距561沙绳（约1197米）的目标，让短管12磅炮准确命中相距507沙绳（约1082米）的目标，让½普特独角兽炮准确命中相距427沙绳（约911米）的目标。然而，马尔克维奇瞄准具也存在缺陷，因为它机械地固定在炮管尾部，如果火炮位于凹凸不平的地带，比如说位于斜坡上，表尺就无法保持竖直，瞄准具也就没那么精准了。
[81]





编制



1806—1807年战争结束后，俄军就团属炮兵是否有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托雷平和韦利亚米诺夫认为团属炮兵派不上什么用场，
[82]

 但有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化名为“普罗斯托夫少校”）提出了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意见。
[83]



戈格利后来在1810年度的《炮兵期刊》上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中详尽列出了“支持”和“反对”团属炮兵的所有论据。其中的支持论据内容如下：

1.各个步兵团会竞相保持团属火炮状况良好；

2.步兵就像爱惜军旗一样爱惜火炮；

3.步兵在得到团属炮兵支援时会更为勇猛地投入战斗。
[84]



戈格利摘引的反对论据内容要多一些：

1.适合步兵作战的地形并不总适于炮兵；

2.放在步兵前方的火炮可能会阻碍步兵机动；

3.团属炮兵的训练水准无法达到与炮兵旅相当的程度；

4.步兵团长认为火炮看上去不错——炮架喷涂得不错，炮管也擦得不错——就意味着整体状况良好；

5.挑选团属炮兵时仅仅根据身材而非操炮技能；

6.步兵军官在对待团属炮兵时重视射速甚于准度；

7.步兵团和团属火炮之间的联系似乎不是很强烈，此外众所周知的是，步兵团会看不起其他团的团属火炮；

8.由于步兵军官害怕丢失火炮，他们会命令团属火炮在距离目标过远时开火，在敌军尚未进入有效射程时就命令火炮后撤。
[85]



戈格利本人认为与其将轻炮兵分配到步兵团当中去，倒不如把所有炮兵都编组成炮兵旅。

有位在1811年度《军事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匿名作者——他在文中讨论了近卫炮兵——还补充了一个论据：团属火炮会延缓步兵的行进，步兵有时候不得不把火炮留在身后，火炮需要两个步兵连提供保护，这又会影响到步兵营的整体计数，削弱步兵营的实力。
[86]



这里应当注意到，虽然法军在1798年取消了团属炮兵，但拿破仑在1809年又开始将它引入法军。按照最初的计划，团属炮兵应当出现在部署在德意志地区、将要投入对奥战争的军队中，每个战列步兵团或轻步兵团都要配备2门3磅炮，但这一做法并未完全落实，而且很快就被取消。然而，到了1811年，团属炮兵再度出现在驻德法军中，战列步兵团中的团属火炮数量也增加到4门。但轻步兵团没有配备团属火炮。在这两个案例中，法军使用的团属火炮主要还是从奥军手中缴获的3磅炮。

某些俄国军官在文章中主张建立特定的步骑兵单位，使其充当步炮兵和骑炮兵的常设支援部队。他们设想给每个炮兵连配备100—150名步兵或骑兵，其他许多人也支持这种想法。
[87]

 这些单位里的士兵也要接受操炮训练，以便在必要时替代战死、负伤的炮手。不过，这一设想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俄军只是要求每个步兵团从每个连抽出10名士兵和2名军士学习如何操作火炮，并在必要情况下将这些人派往炮兵连充当补充人员。
[88]



有几位军官在关于1812年博罗季诺会战的记述中提到了动用步兵补充炮兵人力。
[89]

 比如说，第33轻炮连（该连隶属于第17炮兵旅，该旅配属于第2步兵军第17步兵师）的军官尼古拉·季莫费耶维奇·柳边科夫（Никола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Любенков
 ）就指出他的连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用从布列斯特、梁赞步兵团里抽出的士兵补充人员缺口。
[90]

 时为第1猎兵团1营营长彼得罗夫提到这个团甚至在开战前就已选出40名士兵，让他们学习如何使用火炮，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这些人被补充到拉夫尔·利沃维奇·古列维奇（Лавр Львович Гулевич
 ）上校麾下的第23重炮连里。
[91]



炮兵在1810—1811年的和平时期依然编组成团和营。旅只有在开战前夕才会组建，而且往往由来自不同营乃至不同团的连组成。1812年开战前不久，俄军炮兵旅的编制发生了变化。炮兵旅此时成为平时和战时都存在的固定单位，它包括足以维持运作的人员、马匹、火炮、弹药车以及其他车辆。每个配属于步兵师的炮兵旅都由1个重炮连和2个轻炮连组成（炮兵连的编制仍与前一时期相同）。不过，俄军并没有设立炮兵旅长的独立职位，负责指挥全旅的人是资历最高的炮兵连长，这个人一般就是重炮连的连长。

每个胸甲骑兵师和骑兵军都配备了1个骑炮连。除去配属给步兵和骑兵的炮兵外，俄军在1812年编组了10个编成情况不一的预备炮兵旅，每个旅中通常包括2个重炮连和3—4个骑炮连。
[92]

 不过，炮兵连本身的编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俄军有一份名为《作战部队大兵团管理规程》（Учреждение дл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ольшой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рмией
 ）的文件（该文件批准日期为1812年1月27日/2月8日），根据它的规定，每个独立作战的军团总部里均应设立炮兵部门，该部门主官为军团炮兵主任。然而，步兵军中的炮兵主任职位并非常设，只有在某军与主力军团分开后独立行动时才会设立军炮兵主任一职。
[93]

 因此，俄国炮兵的指挥架构发展程度仍不及拿破仑麾下的法军炮兵。在法军中，每个团、师、军乃至预备队都设有独立的炮兵部门，每个军和师都常设炮兵主任职位，而且这类职位也是独立的，换言之，军属、师属炮兵指挥官并不会兼任某炮兵连连长职务。

俄军在1812年初共有6个近卫炮兵连（2个重炮连、2个轻炮连、2个骑炮连）、49个重炮连、54个轻炮连、22个骑炮连、2个工兵团和24个舟桥连。
[94]

 俄军常规部队的炮兵一共编组成27个野战炮兵旅、10个预备炮兵旅和4个后备炮兵旅。除去近卫炮兵和常规炮兵外，俄军还有2个顿河哥萨克炮兵连。

从组织层面而言，尽管轻炮兵已经脱离了步兵团并编组成炮兵旅，但直接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仍被视为轻炮兵的主要职责。库泰索夫少将在1812年开战前不久起草的教令草案便证明了这一点，草案中包括了下列说法：

1.每个步兵营均配备2门轻炮，其余的轻炮留作预备队……

2.除了通过难以通行的隘路、行经森林或沼泽以及夜袭等特殊场合外，配属于［步兵］营或团的轻炮都不应当与其分离；

3.在纵队展开成横队期间，轻炮兵应当始终位于前方掩护这一机动过程，因为敌军将会竭力尝试阻挠它。战斗中必须将我方的机动情况预先告知［炮兵］军官，他必须以最快速度部署炮兵，使之有利于所属部队完成作战意图；

4.当一个［步兵］团或营在平地上发起刺刀冲击时，配属于它的炮兵必须走在前方或展开更便于机动的侧向行进，推进到与敌军仅仅相隔一段距离后停下来发射霰弹，这些炮火不仅能够帮助冲击方，有时甚至能够直接击溃敌军。
[95]



如你所见，库泰索夫实际上将轻炮兵视作某种团属炮兵，除去少数特定场合外，轻炮兵必须始终跟随它所属的步兵团，并以火力协助其作战。

以步炮合同作战中炮兵的战术准备工作而言，俄军中某些将领的看法仍然过度拘于形式，尤其是他们往往会严格规定火炮相对于步兵队形的位置（火炮应当位于步兵营的横向间隔和步兵师战线的两翼当中）并要求所有火炮都列成一线——这在他们眼中比将火炮部署到有利于发扬火力的阵地上更为重要。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日尔克维奇在1805—1812年是第2近卫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谈到过步炮联合演习，从中可以尤为明确地看出这种情况：

在维尔纳演习期间，第1西方军团司令、陆军部长巴克莱·德·托利给了我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我并没有根据实战要求进行演习，因为我前方有一座小丘，可我在进攻中并没有占据小丘开火。这条评论就战术层面而言可以说是相当公允的，可我要是忘记了保持战线平齐，自行决定向前推进，从而打乱战线，那落到我头上的就可能会从批评变成逮捕了，而且不管那座小丘坐落在我前方多少沙绳的地方，他们届时都不会去询问我为何擅自行动……
[96]



如你所见，巴克莱的观点较为进步，即便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也要求军官以对待实战的态度部署火炮，可是，这些炮兵军官的直接上级仍然墨守成规，甚至有可能惩戒那些没有保持火炮战线齐平的军官。



选择阵地与战术



根据1824年印发的步炮兵训练条令，一个重炮连就位后，该连火炮应当以下列顺序从右往左排布：2门½普特独角兽炮、4门中管12磅炮、4门短管12磅炮、2门½普特独角兽炮。如果某个轻炮连的火炮并未被拆开使用，而是像重炮连一样集中使用，那么它的排列方式也就和重炮连大致相同，右起依次为2门¼普特独角兽炮、8门6磅炮、2门¼普特独角兽炮。
[97]

 这种排列方式表明时人眼里独角兽炮在炮兵中的地位类似于掷弹兵在步兵中的地位（在帕维尔一世治下，火枪兵团和掷弹兵团里的营配备了6磅加农炮，混合掷弹兵营则配备了¼普特独角兽炮）。

俄国炮兵军官的某些回忆录段落表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火炮排列方式也可能是这样。比如说，阿夫拉姆·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Авраам Сергеевич Норов
 ）在1812年是第2近卫轻炮连里的一名准尉（他是前文中出现过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的弟弟，后来成为教育大臣），他指出自己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指挥该连的第11、第12号炮，也就是位于全连左翼的两门火炮。这两门炮朝敌军炮群开火，时常引爆敌军的弹药车，每当弹药车发生爆炸，他的炮手们就喊道：“这是我们的独角兽炮［干的］！”
[98]

 不过，诺罗夫的回忆录是在事情发生50多年后写成的，所以有的细节或许没那么准确。

理论家们建议在相邻两门轻炮之间留出6—8步的横向间隔，重炮之间则应当留出10步。
[99]

 叶尔莫洛夫在担任近卫炮兵指挥官时推广了一种将两门火炮并列行进的连纵队展开成横队的方式：炮兵连向前展开，火炮直接赶赴预定位置，相邻两炮间隔不少于20步，每门炮就位后无须等待其他火炮，应当立即脱驾、开火。
[100]

 同时代的某些人可能认为20步的间隔太宽，库泰索夫少将就在本书前文中引用过的《炮兵野战总则》中主张在相邻炮车的车轴末端之间留出15步的间隔。
[101]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军仍然认为这类间隔适于作战。如前所述，一本出版于1821年、供青年军官使用的手册规定火炮的间隔为12—20步，前车则应当位于火炮之后30—50步处。
[102]

 炮兵委员会成员兼照准仪设计者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马尔克维奇在他出版于1824年的《炮兵技能手册》（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му искусству
 ）第二卷中指出，相邻炮身的间隔绝不能小于3沙绳（6.4米），因为它是让前车从两门火炮间通过的最低间隔。为了让每一门火炮都能够转到任何方向乃至使用钩索转到相反方向，马尔克维奇建议轻炮之间要留出16—17步（11.38—12.09米）的间隔，重炮之间则留出20—21步（14.23—14.94米）。
[103]

 他这里的间隔可能是指炮身之间的距离，因为同年出版的炮兵训练条令建议在重炮炮身间留出21步（15.65米）间隔，轻炮炮身间则留出18步（12.80米）。
[104]



马尔克维奇指出，前车应当放在火炮后方，它与火炮的间距不得小于30步，轻炮的弹药车要位于前车之后30步处，由于重炮前车里没有弹药盒，所以重炮的弹药车应当位于前车之后15步处。马尔克维奇还主张在炮群中每门火炮附近只保留不超过一辆弹药车，并且认为每两门火炮合用一辆是更好的做法。其余所有弹药车都要放在150—200沙绳之后，而且不应当靠在一起，这样，就算一辆弹药车爆炸，也不至于影响到其他车辆，此外还应当利用地形地物遮蔽前车和弹药车。
[105]

 工事中的火炮间隔应当是3沙绳（6.4米）。
[106]



炮兵连中的火炮通常会一门接着一门地轮流射击，但有时也会采用其他射击方式。柳边科夫提到过他们连（第33轻炮连）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曾遭遇敌方步兵冲击，按照他的说法，这个纵队拥有5000名掷弹兵，他们高举战旗，在军乐声和鼓声中大声吼叫。炮手起初用霰弹迎击纵队，纵队虽然有所迟疑，但还是继续前进。随后，按照柳边科夫的说法：

为了给敌军造成决定性杀伤并减缓其行进速度，我们开始以半连为单位展开齐射，射击相当成功，驱散了这个恐怖的人群，军乐声和鼓声归于沉寂，但敌军继续大胆前进。这个纵队就像是不停翻涌的海浪，时而后退，时而接近，我们连有时会让它在某地停滞不前，可随后它又突然开始迫近。
[107]



这个纵队随后遭到了立陶宛枪骑兵团的冲击，可它还是以会战射击逐走了骑兵，而俄军炮兵也很快耗尽了弹药。最终俄军还是依靠梁赞、布列斯特步兵团的反冲击才将其击退。按照笔者的理解，第33连在使用以半连为单位的齐射前遵循的应当是另一种射击流程。一位包岑会战的亲历者提到了俄军炮兵在敌军不断迫近时变换射击方式的次序：先是齐射，然后各门火炮依次射击，最后采用“会战射击”，也就是自由开火。
[108]



柳边科夫还描述过第17炮兵旅旅长伊万·伊万诺维奇·迪特里希〔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Дитерикс
 ，其德文名为约翰·海因里希·迪特里希（Johann Heinrich Dieterich）〕上校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举动：

……［他］打算阻止敌军某炮群继续开火，这个炮群正在吞噬我们［步兵］纵队里的各个伍，上校命令我连冲击［敌方炮群］，我们用钩索［拖动火炮］冲上前去，进入霰弹射程之内，打出一轮实心弹齐射，然后发射霰弹，重创了［敌军］炮群，它停止射击，带着火炮脱离战场。
[109]



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如果某位重炮连长兼任炮兵旅长，那他在战斗中也能够直接指挥炮兵旅里的轻炮连。从这一战例和其他诸多战例中还可以发现一点：当火炮需要在战场上完成短距离机动时，通常会直接用钩索拖行而非系驾后依靠前车行进。战后出版的手册中也建议炮兵使用钩索。
[110]



一般来说，重炮兵会部署在最有利于炮兵作战的地域，换言之，重炮兵往往会身处高地。如果时间充裕，军队还会以下列方式着手修建野战工事：先挖出一条深沟，然后用取出的土在深沟后方修建一道胸墙，用于筑墙的土需要夯实，既使得墙体不易倒塌，也让炮火难以摧毁胸墙。为了加固墙体，还需要在其中插入木杆以增加强度，如果土质太过松软，那就得使用所谓的“堡篮”（габионов
 ）——也就是内部塞满了厚实泥土的大篮子。工事正面通常是两段直墙，它们在中部交会，夹角大体成钝角。

炮兵的野战工事在利于发扬火力的阵地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炮垒拥有良好射界，它就能够依靠火力保护相当一部分地域，而且对敌方炮兵而言，炮垒也不是易于对付的目标。因此，在面对拥有优势火力的敌方炮兵时，位于遮蔽阵地上的炮群能比位于暴露阵地上的炮群坚持更长时间。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野战工事是位于博罗季诺战场上的工事——拉耶夫斯基炮垒和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读者不应当将这些工事想象成牢不可破的强大堡垒——它们是在会战前夜才由士兵和民兵在工兵军官指导下建成。杰缅季·伊万诺维奇·波格丹诺夫（Демент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
 ）在1812年是一位工兵少尉，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会战前一天的工事状况：

深夜11时，我奉命骑马赶往拉耶夫斯基将军所在地。我在一处根据将军命令修建的炮垒里找到了他。炮垒已经完工了，火炮也已就位，其外形几乎是一条直线，两个墙面的交角有160多度，角尖指向谢苗诺夫斯基溪和科洛恰河的交汇处。它的右墙向戈尔基村附近的两座炮垒和第6军炮兵所在方向延伸，左墙向第7军战线所在方向延伸，在那里，它可以得到炮垒内部火炮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附近由60门火炮组成的露天炮群的保护。由于上述原因，猛烈的交叉火力可以覆盖炮垒前方的所有空间。拉耶夫斯基将军遇到我之后说了下面这番话：“我们已经自己动手修建了这座炮垒，你们的指挥官在拜访我时赞扬了我们的工作和炮垒的选址，但由于骑兵可以通过开阔、平坦的地带，他建议我们在炮垒前方50沙绳处挖出一道陷坑，而我们也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现在还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敌军可以从侧翼包抄我军，从后方攻占炮垒。因此必须给敌军制造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请检查一切，然后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具体怎么办。”

炮垒里有19门火炮，整个正面长达60沙绳，壕沟宽3.5沙绳，外护墙附近深度可达1.5沙绳……尽管时间有限，仍然有必要在两翼增添两道包括胸墙和壕沟的土墙，再用双层栅栏保护炮垒背面，并在栅栏上留出两条可供出入的通道……翼侧［的土墙长度］应当定为12.5沙绳，［后方的两条］栅栏应当插入地表半沙绳，外侧栅栏高8尺［约2.5米］，内侧栅栏高6.5尺［约2米］，工事……在凌晨4点半最终完工。
[111]



利普兰季和格拉贝表示拉耶夫斯基炮垒实际上并未完工：一是壕沟不够深，二是胸墙既不够高也不够坚固——两侧的胸墙尤其如此，很快就会被敌方炮火摧毁。
[112]

 至于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按照格拉贝的回忆和其他目击者的记述，它同样是匆忙建成的不合格工事。
[113]

 这个堡垒群由3座独立工事组成，严格来说，只有位于中间且最靠后的工事才是箭头堡（flèche，简单的V字形土木工事），另两座则是角堡（redan，配有短肩墙的V字形工事）。法国军官吉罗·德·兰写道：

这些多面堡实际上是角堡，即V字形的野战工事，它们的后方是敞开的，第二线阵地上的敌军可以依靠异常猛烈的步枪、霰弹火力清扫工事内部，因此，据守这些工事要比攻占它们困难得多。
[114]



在博罗季诺会战打响前，戈尔基村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都被俄军夷平，只有少数几座仍有将领居住的房屋例外。
[115]

 俄国村庄的建筑是木屋，在遭遇敌方炮火时，它非但不能保护内部的人员，还很容易着火。

重炮兵有时也会编组成仅辖几门火炮的小炮群，像轻炮兵一样支援步兵作战。比如说，梅舍季奇在1812年是第2重炮连（该连隶属于第11炮兵旅，拉多日茨基所在的第3轻炮连也属于该旅）里的一名军官，他提到自己在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三次率领4门火炮向前推进，与敌方骑兵和炮兵交战，而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他又指挥4门火炮支援凯克斯霍尔姆步兵团作战。
[116]



重炮兵的炮群通常会得到步兵的支援，不过，巴克莱·德·托利在他于博罗季诺会战前下达的命令中规定：“一定不能将特定支援部队部署在靠近炮群的地方，支援部队只应当在敌军迫近时出现在炮群附近，否则就会同时将炮群本身和它的支援部队这两个目标暴露在敌军面前。”
[117]



轻炮兵通常会被配属到步兵旅里，每个旅能够分到一个轻炮连，
[118]

 如果某个步兵旅位于第二线，配属于它的炮兵连在战斗之初通常也在第二线。
[119]

 总的来说，轻炮兵在1812年通常扮演直接支援步兵作战的角色。轻炮在步兵战线翼侧和各个步兵团之间的间隔里就位，位于步兵第一线前方不超过50沙绳（106.7米）处。轻炮连往往要拆分成半连，也时常会抽出2门或4门火炮独立作战。
[120]



如果少数轻炮被派往远离友邻部队主力的孤立阵地，就要指派步兵负责支援炮兵，常见的比例是2门炮对应1个步兵排。
[121]

 在支援散兵作战时，特别是前卫战和后卫战场合，可以单独抽出两三门轻炮提供火力支援。轻炮届时会向敌军散兵发射霰弹，向散兵预备队发射实心弹和榴弹——这些预备队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列成了密集队形，因而更适于使用实心弹和榴弹。
[122]



正如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版的军事手册所述，炮兵通常位于步兵侧前方，炮兵与步兵的前后距离为50—100步，与步兵侧翼的左右间隔为20—50步。炮兵在支援步兵推进时需要向前行进100步，然后向敌方炮兵开火。当推进中的友邻步兵靠近己方炮兵后，炮兵就要再向前行进100—150步并开火，炮兵应当重复这一进程，直至距离敌军400—500步为止，然后停下来发射霰弹。
[123]



博罗季诺会战结束后不久，库图佐夫就于1812年9月6日/18日下令：

炮兵……应以如下方式分配：每个步兵营——猎兵营除外——均应始终配备两门隶属于它的轻炮。
[124]



拉多日茨基和米塔列夫斯基也都提到俄军当时给每个步兵团固定配备了4门火炮。
[125]

 这事实上意味着团属炮兵的复活。1813年战局之初，轻炮兵再度与步兵分离。在1813年战局期间，轻炮兵的作战行动变得越发独立。某些轻炮兵军官在此前的战局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实战表现证明自己可以选择良好的射击阵地，甚至能够对大会战进程产生显著影响。

以包岑会战为例，巴克莱·德·托利麾下的几个军在奈伊元帅所部压迫下退却到与联军右翼相连的位置。仅就兵力而言，巴克莱要远逊于奈伊，他无力阻挡敌军的推进，可要是奈伊继续前进，那就会攻入联军侧翼。拉多日茨基在1812—1814年间是第3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官，他如此记载他的炮兵连在这场会战中的表现：

布吕歇尔将军看到我军右翼面临危险，他希望将敌军从巴克莱·德·托利那里引走，便命令我连在普赖蒂茨［Preititz］村左侧就位，直面位于格莱纳［Gleina］右侧的那个敌方炮群。在克雷克维茨［Kreckwitz］高地和普赖蒂茨高地之间，只剩下1个普鲁士骑兵旅和2门隶属于骑炮兵的榴弹炮。指挥我连的季莫费耶夫中校命令我为我方炮群挑选一块阵地……我设法为我连找到了一块利于作战的阵地。我领着全连抵达此处，将部队部署在一座小丘上，小丘前方是湿软的河谷，它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使得骑兵无法发起冲击。河谷左侧有一片树林，树林后方是马尔施维茨［Malschwitz］村。我们的12门火炮就位不久，便在第二轮射击时引爆了敌军炮群里的一辆弹药车。我们在几分钟之内打哑了8门法军火炮，凭借有效的火力压制了法军炮兵，迫使他们后撤。然后，我们的炮手高呼“乌拉”，我率领我连左翼的4门炮从小丘赶赴树林，我们的猎兵也跑到了那里。布吕歇尔将军在看到我连取得成功后，派出一名副官向我们的中校致谢。外国将领的关注令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开始斜向射击正在进攻巴克莱·德·托利阵地的敌军纵队。那时，奈伊元帅因我连的机动和战斗而感到担忧，他害怕我军在夺占树林后继续攻占马尔施维茨村并包抄他的侧翼，便把手下的步兵派往树林。法军步兵以跑步冲入林间，在我们的实心弹和榴弹面前闪躲、打滚；他也派出骑兵冲击我军，但湿软的河谷让他们无法攻击我连。奈伊随后出动了一个强大的炮群，激烈的炮战再度展开。我连的这一作战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巴克莱·德·托利，因为这导致奈伊元帅把相当多的步兵派去占领马尔施维茨村和村旁的树林。法军炮群向我们倾泻实心弹，却只造成了很小的损失，因为除了我手头那4门奉命前进的火炮外，我已经将我们的火炮都部署在小丘背面，它们只露出了半边，这样就不会给敌军提供庞大的射击目标。我们在整场战斗中共有6人当场战死或受了致命伤。那时，炮兵将领列兹沃伊［Резвой］骑马来到我连，他赞扬了我们在作战中的表现；普鲁士军官也时常乘马赶来表扬我们；布吕歇尔再次派出一位副官向我们的中校表示感谢，并让他在战后将麾下军官列入嘉奖名单。我们一直坚持到弹药耗尽为止。我依然率领4门火炮待在河谷里，但法军已经攻占了树林，迫使猎兵退却。冲出林地边缘后，法军开始射击我的炮手，但我军几发霰弹便将他们驱散。随后，法军在树林里部署了一个炮群，用它对付我的火炮，这让我转移到高地上，间或用最后剩下的几发炮弹还击。

我们连因缺乏炮弹而哑了火，又没有得到轮换。此时，奈伊元帅注意到我们无所作为，再度冲向右侧的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所部，原先对付我们的炮群转而用于轰击［巴克莱的］纵队，他被迫继续退往巴鲁特［Baruth］。
[126]



因此，一个轻炮连就足以迟滞敌方庞大集群的推进，继而拖延敌军攻入联军侧翼的步伐。如果奈伊元帅粉碎了巴克莱的抵抗，进而攻入联军侧翼，就很可能导致联军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甚至让联军面临惨败。尽管联军最终还是被迫退却，但避免了更为惨重的失利。

多年以后，拉多日茨基读到了法国作家诺尔万的一本书，此人表示奈伊元帅的部队突然遭到来自翼侧的炮火，奈伊没有继续向左机动，而是被牵制到右侧，因而无法完成本可以切断联军退路的大迂回。
[127]

 曾在1813年战局之初担任奈伊元帅参谋长的若米尼也提到过此次战斗：

炮兵如能从敌人背后对其射击，那对于敌军的精神威胁将是无法估量的；即使是最勇敢的士兵也会胆战心惊，而镇定自若的士兵恐怕并不多见。克莱斯特的几门火炮压制了奈伊元帅［在包岑之战中］向普赖蒂茨的巧妙运动，对法军纵队翼侧进行射击，遏制了他们的运动，并迫使这位元帅不得不改变方向。
[128]



诺尔万和若米尼似乎都认为这支炮兵并非俄军，而是普军，诺尔万以为是普军将领布吕歇尔亲自命令炮兵向前推进，若米尼则认为是普军将领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费迪南德·克莱斯特（Friedrich Heinrich Ferdinand Kleist）。就连一些俄文书籍也将这支炮兵误作普军炮兵。
[129]



当友邻步兵受到强大的敌方骑兵威胁时，俄军通常会将炮兵放在步兵方阵之间。在1812年8月2日/14日的克拉斯内战斗中，涅韦罗夫斯基将军将他的炮兵（重炮连）部署在步兵师的侧翼，让哈尔科夫龙骑兵团负责支援炮兵。不过，龙骑兵很快就被拥有优势兵力的法军骑兵击退了，结果，法军俘获了5门火炮，另外5门的炮手则带着火炮和龙骑兵一道逃跑，这样，涅韦罗夫斯基就丧失了炮兵的火力支援（此外还有2门火炮留在克拉斯内镇，它们也被丢弃）。涅韦罗夫斯基后来承认，要是他能把火炮放在步兵纵队之间，战况将会有所改善。
[130]



根据皮萨列夫少将的记载，基辅掷弹兵团在莱比锡会战中于1813年10月4日/16日负责支援某个炮群，该炮群由近卫重炮兵的6门炮和第13轻炮连的6门炮组成。当法军骑兵冲击炮群时，基辅团就在炮群两翼列出两个方阵，和炮兵一道击退了冲击。
[131]

 在1814年2月2日/14日的埃托日和尚波贝尔（Champeaubert）会战中，俄军步兵和炮兵面临着大批法军骑兵的威胁，因而被迫退却，而炮兵在退却过程中也被部署在各个步兵纵队/方阵之间。
[132]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版的《战术手册》也主张将炮兵放在步兵方阵之间。将火炮放在方阵外角处（前车和弹药车位于方阵内部）则被认为是不甚理想的做法，因为它会阻碍步兵的机动，也可能会导致混乱。
[133]

 尽管如此，俄军在与土军作战时依然会把一部分火炮放在方阵外角处，通常每个角上会部署一门火炮，
[134]

 其余的火炮则放在位于一线后方的方阵之间。
[135]



骑炮兵时常能够在前卫、后卫部队中派上用场，可以在前卫战和后卫战中支援骑兵（每个骑兵军能够配备一个骑炮连）或作为炮兵预备队。在1812年的后卫战中，各个骑炮兵炮群会以梯队交替退却：一个炮群事先在后方占据一处有利阵地，以火力掩护另一炮群退却。
[136]



第2军团炮兵主任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勒文施特恩（Карл Фёдорович Левенштерн
 ）少将在他的博罗季诺会战报告中指出：

……骑炮兵在对付敌军时协助我方骑兵发起冲击，用最猛烈的霰弹火力遏制敌方骑兵纵队机动，以其特有的敏捷占据有利于作战的高地……
[137]



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初，相当一部分骑炮兵被留作预备队：第7步兵军后方共有5个常规骑炮连作为预备队，此外还有2个近卫骑炮连在战线中部的第5步兵军后方充当预备队。
[138]

 当库图佐夫把叶尔莫洛夫派到第2军团，指示他“让炮兵走上正轨”时，叶尔莫洛夫要求库泰索夫拨给他3个常规骑炮连。他或许是想重现自己在艾劳会战中的业绩，而这些骑炮连也的确帮助他夺回了拉耶夫斯基炮垒。
[139]



其他骑炮连也陆续从预备队中抽调出来并投入战斗。第1近卫骑炮连列成两炮并行的纵队（以右翼为基准的排纵队），从预备队所在地赶赴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突然，连长罗斯季斯拉夫·伊万诺维奇·扎哈罗夫（Рости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Захаров
 ）上尉注意到敌军步兵纵队出现在箭头堡群左侧（南侧）的树丛里，便向近卫炮兵指挥官科津上校报告了敌情，科津当即命令扎哈罗夫用霰弹挡住敌军，他本人则骑马赶往跟随该连行进的胸甲骑兵部队。

扎哈罗夫将他的骑炮连向左展开，在没有得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跑步前进，直到敌人进入霰弹有效射程后才停下来开火，此时，敌军步兵也正在离开树丛进入林间空地。敌军纵队遭受了惨重损失，他们不仅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混乱。此时，俄军胸甲骑兵恰好赶到，他们发起冲击，驱散了敌军步兵，迫使他们退回灌木丛。过了一段时间，第1近卫骑炮连与30门法军火炮展开对战。当该连完成放列后，各门火炮的间距宽达50步之多，而且还尽量利用地形地物遮蔽火炮，因此，该连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炮战中并没有损失任何一门火炮。
[140]



在莱比锡会战之初，几乎所有俄军骑炮兵都被留作预备队。俄军炮兵指挥官伊万·奥努夫里耶维奇·苏霍扎涅特（Иван Онуфриевич Сухозанет
 ）少将在呈递给联军炮兵总指挥列夫·米哈伊洛维奇·亚什维利中将的战报中提到了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沃-科贝林（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
 ）中校的第10骑炮连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马尔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арков
 ）上校的第23骑炮连在10月4日/16日的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军击退敌军庞大骑兵集群的冲击时表现颇为活跃——前者以近距离射击迫使法军骑兵离开已被丢弃的俄军火炮，后者协同近卫哥萨克团发起冲击，为哥萨克提供火力支援。
[141]



巴克莱·德·托利在他于1813年7月底/8月初颁布的《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中指出，骑炮兵在骑兵交战之初应当位于第一线，但当第一线骑兵冲击敌军时，骑炮兵必须和第二线待在一起。如果第一线击退敌军，骑炮兵就要加入第一线，朝着正在溃退的敌军开火。如果敌军击退了第一线，骑炮兵就要在第二线掩护下以火力迎击正在展开追击的敌军。
[142]



有些时候，俄军骑炮兵会极为大胆地向前推进，在距离敌军很近的地方脱驾、放列、射击。在1814年的沃尚、埃托日和尚波贝尔会战中，反法联军被迫退却。根据普鲁士军官米夫林的记载，部分法军胸甲骑兵在此期间截断了布吕歇尔所部的退路，他们对正在联军最前方行进的3个俄军步兵营发起了冲击，但还是被击退了（参见步兵章节）。米夫林随后率领俄军中由某位德裔军官指挥的半个骑炮连追击正在退却的法军胸甲骑兵，希望以此阻止胸甲骑兵重整队形。他要求那位德裔军官对胸甲骑兵紧追不舍，直至能够用霰弹打到敌军后再脱驾。尽管如此，法军还是成功地重组队形直面俄军。米夫林提到，这个半连向着敌军推进，使得胸甲骑兵进入近程霰弹射程，然后才脱驾、射击。他声称法军胸甲骑兵在吃到第一轮霰弹后就匆忙以最快的速度逃向右侧，给联军让出了道路。此后，联军纵队先头部队得以退入林地，其间再没有遭到任何攻击。
[143]

 1824年，有位匿名作者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俄军这半个骑炮连的作战行动，这篇文章后来于1827年发表在法国的《军事观察家》（Le Spectateur Militaire）杂志上：作者认为俄军骑炮兵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法军骑兵在此次战斗中根本没有炮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那个季节的糟糕路况导致炮兵难以行进，法军的骑炮兵因此落在了骑兵后面。这位作者还指出，俄军炮兵——不论是步炮兵还是骑炮兵——总的来说能以极度的果敢和敏捷完成机动（manoeuvrant avec une hardiesse et une rapidité extrêmes）。
[144]



俄军骑炮兵军官有时会把骑炮兵当作骑兵使用（除了步枪之外，俄军骑炮兵的武器和装备与龙骑兵完全一致）。在克拉斯内会战中，第7骑炮连连长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尼基京上校于1812年11月5日/17日趁敌军退入克拉斯内镇之际猛烈倾泻霰弹，而后让官兵上马冲击，俘获了2门火炮和大约300名敌军。
[145]

 在1813年8月25日/9月6日的登讷维茨会战中，伊万·卡尔洛维奇·阿诺尔迪的第13骑炮连官兵发起骑乘冲击，缴获了2门敌军火炮。
[146]

 在埃托日和尚波贝尔会战中，第8骑炮连连长扎哈尔·谢尔盖耶维奇·舒舍林（Захар Сергеевич Шушерин
 ）中校率部突破敌军骑兵，拯救了自己的火炮。
[147]

 拉多日茨基也提到舒舍林连里某位名叫里德（Реад
 ）的军官在同一场会战中率领部分骑炮兵击穿了法军步兵队形，而后领着普军的布吕歇尔将军奔赴埃托日。
[148]



俄军对待丢失火炮的态度在1812年发生了彻底转变。亚历山大一世在博罗季诺战前不久曾给库图佐夫下达过一份命令（签发日期为1812年8月24日/9月5日，接收日期为8月30日/9月11日），它规定：

首先，我已规定决不能奖励任何一个表现拙劣的人；其次，一定不能把在战斗中丢失火炮的炮兵连长列入嘉奖名单。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丢失了军旗的步兵营长和骑兵中队长。
[149]



然而，就在博罗季诺会战前夜，库泰索夫少将给第1军团各个炮兵连的军官下发了一份用法文写成的简短文件，其内容如下：

我要求所有炮兵连在敌军坐上火炮之前都不得离开阵地，要告诉所有指挥官［炮兵连长］和其他所有军官，只有在最近距离上沉着冷静地打出霰弹，才能完成寸步不让的目标。炮兵必须做出自我牺牲。就算你会和火炮一道被俘，也要在近距离上射出最后一轮霰弹。这样一来，纵然炮兵连会被俘获，但它将会给敌军造成足以弥补我方火炮损失的代价。
[150]



第2军团或许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米塔列夫斯基在1812年是第12轻炮连（该连隶属于第7炮兵旅，该旅配属于第6步兵军第7步兵师）的一名尉官，根据他的记载，第2军团的炮兵军官们告诉他，巴格拉季翁在此战中曾下令炮兵在法军迫近的情况下让前车和弹药车先行后退，在近距离上打出霰弹，然后带着工具和前车逃走，把火炮留在原地。按照军官们的说法，他们的确遵照了巴格拉季翁的命令。法军把泥土、树枝和干草塞进大炮的火门里，打算把它堵死。当俄军完成反击后，炮兵们回到火炮旁边，清理了火门，朝着退却中的法军开火。米塔列夫斯基写道：

到1812年，当巴格拉季翁公爵在博罗季诺发布了上述命令后，丢失火炮就不再被视为炮群指挥官的耻辱了；需要为丢失火炮负责的变成了炮群的支援单位。如果某位炮群指挥官在面对［敌军］步兵或骑兵施压时——特别是在［炮群的］人员和马匹蒙受惨重伤亡的情况下——打算脱离接触，他就有必要在敌军距离炮群100沙绳［约213米］时着手系驾。然而，炮群此时实际上可以打出2—3轮杀伤力极强的霰弹火力，与这两三轮炮击相比，哪怕是十轮实心弹火力造成的杀伤都算不上什么。
[151]



然而，第2军团炮兵主任勒文施特恩将军在他的博罗季诺战报里却有另一种说法，他在描述敌军进攻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时提到：

敌军极度渴望夺取这个炮群，我军炮群因而被迫退却，但少将沃龙佐夫伯爵所部用刺刀发起进攻，我则让该炮群展开并着手轰击正在退却的敌方纵队，给敌人造成了十分惨重的伤亡。
[152]



从这份战报中可以看出，某些军官仍然倾向于让火炮先行后退。

俄军炮兵中对博罗季诺会战记载最为详尽的是米塔列夫斯基。根据他的说法，第12轻炮连将6门火炮部署在博罗季诺村和拉耶夫斯基炮垒之间的某个地方。炮兵们无视朝着自己开火的法军炮兵，将炮火倾泻到正在攻击拉耶夫斯基炮垒的法军步兵纵队头上。每一对火炮都由一位军官负责指挥，而且军官们在开火前都要亲自检查火炮的瞄准情况。

在击退法军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发动的第一轮攻击后，该连将6门火炮移入炮垒内部，其余火炮则放在炮垒右侧。他们随后朝位于自己正前方的法军炮兵开火，双方炮兵的距离近到俄军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军炮兵装填火炮的地步，在法军对拉耶夫斯基炮垒发动最后一轮攻击之前，双方炮兵甚至是在对射霰弹。米塔列夫斯基那半个连里的炮兵可以说是幸运的，他们前方的某座小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所以敌军的大部分炮弹都落到了小丘上，反弹之后从炮兵头顶上飞过，因此，米塔列夫斯基所部损失的人员并不多，那个半连也在阵地上坚持了很久。同时，部署在它右侧的其他俄军炮兵连身处开阔地，因而遭受了惨重损失，时常需要进行轮换。

这个半连虽然用尽了弹药，但还是从预备队里得到了补充，因而能够继续作战。战斗期间有2门火炮被打坏，敌军实心弹砸坏炮架时溅出的一块木片也导致米塔列夫斯基腿部受了挫伤，他因而离开自己的炮群，此后的记载都是转述其他军官的说法。法军对拉耶夫斯基炮垒发动最后一轮冲击时，一群俄军猎兵在法军胸甲骑兵的追杀下逃进了炮兵阵地。猎兵们挤在火炮之间，导致炮兵无法将所有火炮转移到后方。因此，在6门参战火炮中，有2门已被打坏的火炮和2门完好的火炮被法军缴获，此外还有2辆前车和几辆弹药车落入法军手中。尽管如此，第7步兵师师长卡普采维奇将军还是表示：“虽然（他们）丢了炮，但绝非一无所获。”因而将该连军官列入嘉奖名单。
[153]

 根据第7步兵师的军官授奖名单，第12轻炮连的连长、参谋上尉、2名中尉以及1名临时从其他旅里借调过来的中尉因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表现出色而获得嘉奖，米塔列夫斯基却没有被列入其中。
[154]



尽管如此，1813年的俄军中依然存在炮兵军官因为担心丢失火炮而选择提前后撤的战例。朗热隆表示，他的军炮兵主任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韦谢利茨基（Гавриил Петрович Веселицкий
 ）将军是一位优秀军官，但他也被俄军炮兵中的普遍病症感染了：对于丢失火炮——哪怕只是一门——高度敏感。按朗热隆的说法，韦谢利茨基在卡茨巴赫河会战之初认为俄军已经输掉了这场会战，因而在朗热隆并未下令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将所有军属预备炮兵送往后方。
[155]



炮兵在用尽弹药后也时常以此为借口放弃阵地。俄军采用了诸多手段消除这一现象。根据第2军团炮兵主任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勒文施特恩少将早先发布的一份命令——库图佐夫后来在1812年9月22日/10月4日加以重申——某辆弹药车用尽弹药后，它会被派往炮兵预备队，在那里补满弹药，然后回到炮群当中。
[156]

 按照米塔列夫斯基的说法，俄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157]

 然而，即便到了1813年，仍然存在俄军炮兵在耗尽弹药后撤出阵地的记载。比如说，包岑会战中指挥普军的布吕歇尔将军就在战报中表示：

俄军的24门12磅炮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战果，也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可在耗尽弹药后，它们就一门接着一门地后撤了。
[158]



1813年，巴克莱·德·托利在他的《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中提出了如下要求：

即便炮兵已经耗尽所有弹药，也严禁任何一名炮兵军官擅自放弃阵地。不论处于何种情形，未经授权的退却都是足以导致丧失荣誉乃至生命的罪行。
[159]



从上文摘引的米塔列夫斯基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俄军炮兵通常会遵守命令忽略敌方炮兵并轰击推进中的敌军纵队，只有在不存在比炮兵更重要的目标时才会朝敌方炮兵开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勒文施特恩少将在他的博罗季诺战报中指出，当会战开始时，部署在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里的重炮兵起初的确朝法军炮兵开了火，但随后就将火力转移到正在推进的法军纵队身上。
[160]



当敌军迫近火炮时，炮兵就要展开急速射击，在某些场合中，炮兵仅仅依靠射速就足以击退敌军骑兵的冲击。在1814年1月20日/2月1日的拉罗蒂耶尔（La Rothiére）会战中，法军龙骑兵着手攻击某个俄军炮群，炮手们把大衣铺在地上，然后把弹药堆在大衣上，以此加快射速。等到龙骑兵推进到距离炮群300沙绳（约640米）后，他们才开始射击，这样的火力导致敌军骑兵无法迫近到100沙绳（约213米）以内，冲击自然也就被打退了。
[161]



俄军也采纳了理论家们提出的其他主张，以其中的斜向射击为例，它在实战中就非常有效。有位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夫·穆拉维约夫的参谋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目睹了（我军）火炮的威力，看到一发炮弹从斜向（en écharpe）射入正在跑步冲击的法军骑兵当中。那支骑兵陷入混乱，毫无队形地跑了回去”
[162]

 。按照库泰索夫在《炮兵野战总则》中的建议，火炮在夜间需要预先装填霰弹，以防敌军突然迫近。
[163]



炮兵在进攻防御工事和居民点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拉多日茨基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卡普采维奇将军的第10军在莱比锡会战中于1813年10月6日/18日攻击舍讷费尔德（Schönefeld）村，这个有趣的战例表明了炮兵在攻击村落时能够发挥的作用：

[法国元帅］马尔蒙军的步兵极为顽强地据守舍讷费尔德村。这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村庄宽度不超过100沙绳［约213米］，但村里的石墙有利于敌军据守此地。所有的房子都是两层的石质建筑，田野左边有一片不算很大的墓地，墓地四周都有石墙，许多法军坐在墙后射击，向我们的散兵倾泻子弹，阻止散兵迫近［村庄］。卡普采维奇将军命令弗赖塔格［Фрейтаг
 /Freytag］上尉重炮连的12门炮迫近村庄，在它前方就位，让炮兵右翼紧靠河水，他命令该连打出燃烧弹点燃建筑物，并朝石墙发射霰弹。村里有许多地方着了火，但这并不足以将敌军散兵从石墙后方和建筑物里逐出，他们依然从那里通过枪眼朝外射击。随后，卡普采维奇将军命令热姆丘日尼科夫［Жемчужников
 ］上尉率领我连的6门炮沿着道路赶赴村庄，和我军步兵一道发起攻击。热姆丘日尼科夫率领他麾下的火炮进至距离村庄仅步枪射程的地方，然后朝村里打出了一轮霰弹齐射。我军步兵端起刺刀高呼“乌拉”冲了上去，他们攀上石墙，冲进街道，但法军在得到生力军支援后又朝他们打出了一阵弹雨，而且同样一边端起刺刀一边高声呼喊，就这样冲过来打退了我军的进攻。热姆丘日尼科夫所部有几名士兵战死或负伤，他率部退到我军重炮兵之后，开始发射实心弹和榴弹。在这场战斗中，卡普采维奇将军有两匹坐骑阵亡，因为这位以勇猛闻名的将军在敌军火力下骑行，在第1列中为士兵树立了英勇的榜样。将军发觉就算用上18门火炮，也无法从正面攻克村庄，于是（就在下午2时）将我招去，命令我率领另外6门炮在道路左侧尽可能接近村庄的地方就位。我将自己的半连部署到法军原先的露营地上，让火炮隐藏在营帐之后，一点一点地朝村庄挪动，这样，我就可以沿着石墙走向射击，也可以打到墓地。有个敌军炮群部署在舍讷费尔德之后，位于磨坊附近，它立刻开始朝我射击。可我既不管它，也不顾倾泻到半连头上、杀伤我部人员的子弹，继续命令3门位于侧翼的火炮向右行进，开始沿着石墙展开跳弹射击，其余3门炮则开始朝墓地发射霰弹。我成功地将法军逐出了这片庇护所，然后，我让半连左翼的火炮朝前推进，接着开始让6门［炮］全体开火，炮弹纵贯了躲藏在石墙后方的整个敌军队形。沃列瓦奇［Волевач
 ］中校的6门炮从左侧赶来与我会合。我们的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我军的两个步兵纵队立刻穿过我们的炮群和墓地，冲进了村庄里，倾泻出一阵弹雨，然后端起刺刀发起冲击。就这样，舍讷费尔德落入我军手中，我们的部队也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164]



法军随后发动反击，俄军一度丢失了村庄，但最终还是在几个小时后将它夺回。

许多目击者提到，俄军炮兵的火力极具杀伤力，俄军炮兵也往往对自己的射击效果倍感满意。
[165]

 阿列克谢·卡尔波维奇·卡尔波夫在1812年战局之初是第6轻炮连里的一名军士（一等火工），他以如下文字描述了自己在1812年7月14日/26日维捷布斯克会战中的经历：

我们连位于道路左侧一座相当高的山上，山下的我军散兵躺在一条壕沟里，旁人几乎都看不到树丛中的我军火炮。法军纵队最终开始冲击，我们耐心地慢慢开火，在我的生命中，这还是头一回看到我军的实心弹飞进纵队里造成杀伤。法军随后推进到距离我们不到200沙绳［约427米］的地方，我们就开始发射霰弹。我也是头一回看到这种致命的发明是如何杀戮人员，霰弹像是毒蛇一样在地上跃起，我们依靠炮群杀伤了很多法军……
[166]



卡尔波夫非常传神地描述了霰弹弹丸触地后弹起，而后继续向前飞行的情形。

其他兵种的将领和军官也一再提到俄军炮火的威力。帕斯克维奇将军指出，在1812年7月10日/22日的萨尔塔诺夫卡会战中，他的师属炮兵以火力迫使法军步兵纵队持续不断地展开机动，最终转移到离霰弹有效射程的地方。
[167]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在描述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争夺战时写道：“法军以密集的纵队奋勇前进，可还是被霰弹打退了，他们四散开来，一路上扔下了诸多死伤者。”
[168]



普军在1813年也认可俄军炮火的强大威力。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军官兼军事史学家普洛托于1817年出版的《1813—1814年发生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境内的战争》（Der 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n den Jahren 1813 und 1814），他在记载登讷维茨会战时提到了赫里斯季安·伊万诺维奇·迪特里希斯〔Христиан Иванович Дитерикс
 ，其德文名为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迪特里希斯（Christian Gottfried Dieterichs）〕上校麾下的第7重炮连的威力：

迪特里克斯［原文如此，普洛托将迪特里希斯（Dieterichs）误作迪特里克斯（Dietrichs）］上校的俄军重炮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众，它以冷静且极具威力的炮火轰击敌军。［普军的］比洛将军亲自把它带到距离敌军很近的一处高地，在那里，它尽管面临猛烈的霰弹和子弹火力，仍然迅速压制了敌方火力并迫使敌人退却。
[169]



维特根施泰因将军在1812年先是担任第1步兵军军长，后来又成为守护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的小型军团统帅，他在战报中多次赞扬自己麾下炮兵的成功战斗。
[170]



拿破仑军队中的某些军官也提到了俄军炮火的威力，不过他们往往会把巨大的杀伤力归因于遭到俄军炮击的己方部队：他们或排成前后几条战线，或列成紧密纵队，或在炮火下原地不动。法国炮兵军官、时任第3骑兵军炮兵主任吕班·格里瓦（Lubin Griois）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一幕：

我们军接近了大多面堡。
⑪

 它［我们军］在一条深谷后方展开，深谷将我们军［和大多面堡］隔开。我率领我的炮兵进入谷地，在那里放列射击，［一边］朝着位于我们左右两侧的各个多面堡开火，［一边］朝着位于我们前方的步骑兵集群开火。很快，所有的骑兵预备队就集结到一起，在我的炮群右侧列出多条战线。火力变得更为猛烈。子弹、实心弹、榴弹、霰弹从四面八方朝我们飞来，在我们的骑兵队列里打出了许多大洞，骑兵一连好几个小时暴露在敌方火力下不能动弹。平原上满是挣扎着爬向野战医院的伤兵和失去骑手后乱跑的战马。我注意到附近的一个符腾堡胸甲骑兵团，它似乎是被实心弹狠狠轰了一顿，队列里到处是被砸烂的头盔和胸甲……我的炮兵也经历了严峻考验，很快就有两门火炮被打坏，大批人员和马匹阵亡。
[171]



应当注意到，拿破仑的军队里并没有符腾堡胸甲骑兵团。格里瓦可能是看到了第4骑兵军第7重骑兵师里某个德意志邦国——萨克森或威斯特法伦——的胸甲骑兵团。弗朗茨·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冯·梅尔海姆（Franz Ludwig August von Meerheim）是察斯特罗（Zastrow）胸甲骑兵团里的一名萨克森军官，他指出自己所属的师在俄军的炮火下待了很久，蒙受了惨重的伤亡。来自同一个团的萨克森军官路德维希·罗特·冯·施雷肯施泰因写道，轰到他们头上的炮弹起初主要是榴弹，之后大部分是实心弹。他们频繁地移动，想要找到可以提供掩蔽的地面褶皱，可在多数时候，这个团的处境只是从糟糕变得更糟糕。人员和马匹不停地脱离队列，那些还留在队列里的人频繁地以3人为一组清点人员（这是以3个伍为一组转弯时必须预先做好的准备工作）。威斯特法伦胸甲骑兵位于第二线，虽然身处萨克森胸甲骑兵之后，却也因炮火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而在当天下午的战斗中，炮火给威斯特法伦胸甲骑兵带来的伤亡甚至要超过萨克森胸甲骑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威斯特法伦胸甲骑兵旅中，该旅旅长莱佩尔（Lepel）将军和第1胸甲骑兵团团长吉尔萨（Gilsa）上校都死于炮火。
[172]



阿尔布雷希特·冯·穆拉尔特（Albrecht von Muralt）在1812年是拜恩第4轻骑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也注意到在博罗季诺会战的某些时段，俄军炮火给第二线骑兵造成的损失要大于第一线骑兵：这是因为虽然大部分炮弹从第一线头顶飞过，可其中很多反而命中了第二线。
[173]

 于贝尔-弗朗索瓦·比奥（Hubert-François Biot）当时是第2骑兵军第3轻骑兵师师长克洛德-皮埃尔·帕若尔（Claude-Pierre Pajol）的一位副官，按照他的说法，该师第2旅在会战初期位于第一线，第3旅位于第二线（第1旅被分派出去，部署在其他地方）。榴弹、实心弹和霰弹纷纷倾泻到骑兵头上，就算错过第一线也能命中第二线，他认为俄军实际上根本没有浪费炮弹。
[174]



法军炮兵将领雅克-亚历山大-弗朗索瓦·阿利克斯·德·沃（Jacques-Alexandre-François Allix de Vaux）在1812年担任第8军（威斯特法伦军）炮兵主任，根据他的说法，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由亚当·路德维希·冯·奥克斯（Adam Ludwig von Ochs）指挥的第24步兵师奉命在他的炮兵身后就位，以便及时支援炮兵。奥克斯将军奉命让部队列成以分营为单位的全间距纵队行进（en colonne à distance，par division，也就是以分营为单位的疏开纵队，这种纵队正面宽度相当于2个连）。当该师抵达阿利克斯炮群后方的预定阵地后，奥克斯就将它收紧成密集纵队（fit serrer sa colonne en masse）。按照阿利克斯的说法，俄军炮火在纵队里造成了巨大破坏，他骑马赶到奥克斯将军跟前，向他喊道：“现在就展开，将军。”（Déployez donc，général.）奥克斯表示他并没有收到相关命令。阿利克斯告诉他：“.敌人的实心弹给你下达了这道命令，你不需要其他命令。”（Les boulets de l’ennemi vous le donnent cet ordre，vous n’en avez pas besoin d’autre.）然而，奥克斯仍然拒绝接受阿利克斯的建议。阿利克斯表示自己直接下令将步兵展开成了横队，此后，任何一发命中部队的俄军实心弹都只能导致两三人伤亡，再不会像之前那样打死打伤三四十人了。
[175]



不过，还有一些法国军官声称俄军炮火并不算很有效，这是因为俄军的炮弹往往打得太高。让-弗朗索瓦·布拉尔（Jean-François Boulart）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近卫炮兵军官，他讲述过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一幕：

我盯着3个近卫炮群看了好一会儿，他们面临着猛烈的霰弹火力，一阵弹雨倾泻到他们头上，可以看到弹丸落地后扬起了一片片尘土。我相信他们至少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可幸运的是，俄军的射术相当糟糕，而且总是打得太高。
[176]



根据马蒂尼安的表册，法军近卫步炮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有1名军官战死、9名军官负伤——其中一人在3天后不治身亡。近卫骑炮兵没有军官战死，但有3名军官负伤。
[177]



奥古斯特·蒂里翁（Auguste Thirion）在1812年是第2胸甲骑兵团里的一名上士〔maréchal des logis en chef，这个军衔相当于步兵中的上士（sergeantmajor）〕，根据他的说法，这个团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朝着某支俄军炮兵部队前进，而且那群炮兵还得到了俄军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的支援。法军胸甲骑兵在推进到距离俄军炮兵还有60—80米远时突然看到了一条沟壑，他们打算直接冲过去，但由于沟底相当泥泞，走在最前方的战马竟陷在沟里，于是只得打马回转，在距离俄军炮兵大约60米远的地方列成横队。而俄军炮兵也展开了连续射击（feu roulant）。法军胸甲骑兵在原地待了一段时间。蒂里翁写道，堪称幸运的是，俄军炮兵的射术太糟糕了：他们打得太高，而且即便双方距离这么近，霰弹还是像实心弹一样从法军头顶上飞过。也就是说，霰弹里的诸多弹丸在飞过去的时候仍然紧紧地拢在一起，并没有时间向周边散开。
[178]



之所以俄军炮兵会在博罗季诺会战里的某些场合打得太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原先身处高地，朝着远离自己的敌军部队开火，此后，虽然敌军不断迫近，可俄军炮兵却由于己方炮火带来的烟雾看不清敌军情况，继续展开远距离射击，这样，炮弹就会从敌军士兵头顶上飞过。立陶宛近卫团2营营长季莫费耶夫就提到过这么一个战例：

我们右侧的近卫炮兵位于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高地上，由于我看不到敌军，可又出于好奇想知道他们开火朝谁射击，就赶到炮群所在地，可那里不仅有开火造成的烟雾，还有强风和火炮在坑洼地面上后坐带来的尘土，这让他们根本看不到法军。

我在那里遇到了连长陶贝上尉，他向我保证没有一名炮手能够透过烟尘看到敌人。我下山来到火炮前方，离开了这片烟雾和尘土，看到正在展开成横队的法军纵队，可我们的炮弹根本无法伤及他们，这是因为实心弹正好从林木上方飞过。回到炮群后，我将这一情况告知陶贝上尉，请求［他］让我凭借记忆指挥位于［炮群］左翼的一门火炮。根据我的建议，有位火工被派下山负责观察［敌军情况和我军炮火效果］，因此我能够持续不断地开火。火工向陶贝上尉证实了我的说法，指出所有火炮都应当像我指挥的左翼［火炮］那样放低炮口。
[179]



奥库涅夫指出，在登讷维茨会战中，法军的右翼以罗尔贝克（Rohrbeck）村为依托。联军计划攻击该村。迪特里希斯的炮兵连向前推进，用独角兽炮发射榴弹，两分钟内就让村子陷入火海。法军被迫放弃村庄，联军步兵随后迅速发起冲击，只付出了轻微的损失便攻克了这一要点。
[180]



如前所述，独角兽炮并不适于高仰角射击，因为它的炮口仰角并没有榴弹炮那么高，
[181]

 而且俄军炮兵在高仰角射击方面训练不佳。因此，独角兽炮并不能有效打击位于遮蔽物和工事内部的敌军目标。

叶尔莫洛夫在几十年后回忆说，敌军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将80门榴弹炮部署在低洼地带和科洛恰河、谢苗诺夫斯基溪所在的谷地里，因此，俄军只能看到敌军炮兵的脑袋，而俄军炮兵既不能压制敌军榴弹炮火力，也无法将其逐出阵地。
[182]

 叶尔莫洛夫可能过度高估了榴弹炮数量：法军的每个炮兵连里仅有2门榴弹炮，所以，80门榴弹炮就得来自40个连，40个连总共就有240—320门火炮（骑炮连6门、步炮连8门），这相当于拿破仑在博罗季诺投入的火炮总量的一半。法国皇帝的确在战前下令将榴弹炮抽调出来编成独立集群，其中以近卫炮兵的榴弹炮集群数量最多，但这个集群里的榴弹炮也不超过22门。
[183]



另一些俄国炮兵提到法军榴弹炮在最大射程方面优于俄军的独角兽炮。日尔克维奇就提到他麾下的火炮在包岑会战中被部署到某座工事之内，5月9日/21日，河对岸的法军开始朝他的阵地开火：

炮弹开始命中我部，我的2名士兵在工事左面的火炮旁战死。我知道朝我们开火的是榴弹炮，而且他们正在侧击我的左翼部队，而我的炮弹则打不到法军炮群，因此我下令将2门火炮转移到壕沟以外。
[184]



然而，在这个战例中，法军炮群所在的高地比日尔克维奇炮群所在地还要高，此外，日尔克维奇手头只有¼普特独角兽炮，而敌军则拥有6寸“长射程”榴弹炮。该战例也表明了步兵将领是如何要求炮兵朝着袭扰己方步兵的敌方炮兵开火（详见本节前文）。拉多日茨基也讲述过他在1813年目睹的另一个战例，它发生在卡茨巴赫河会战结束后几天：

法军炮兵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娴熟的射击技艺。我们连部署在河岸上，高耸的河岸和河流之间有一片草地，一支兵力还不到一个连的猎兵纵队在河谷里行进，从我们身边走过，想要赶赴渡口。突然间，法军的一门榴弹炮俯射了一发榴弹，这发榴弹正好落在纵队后方，砸到了两名落在后面的军官之间，命中了这两人：一个人头部被打穿，一个人腹部被打穿。榴弹随后扎进地里爆裂。几名猎兵走了回来，将这两个不幸的人的遗体埋葬在我们山脚下。之后发射的另一发榴弹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它在空中就已炸裂。到了这时，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法军榴弹炮相对于我军独角兽炮的优势所在，在远距离射击时，我们的独角兽炮并不能像臼炮或榴弹炮那样抬得那么高。
[185]



不过也应当注意到，由于独角兽炮身管长于榴弹炮，它的中距离射击效果更为精准，而且在发射霰弹时的威力也远强于榴弹炮。

根据理论家们的建议，炮兵要在遭遇敌方猛烈火力时转移火炮。拉多日茨基描述过他在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指挥2门火炮与敌方炮兵交火，其后立刻就有一名炮手战死：

我的2门炮与3门敌方火炮交手，我让2门炮同时瞄准一门，在第一轮射击中就依靠跳弹将其毁伤。士兵们看到法军拖走那门已经损毁的火炮时，兴奋地高呼“乌拉”。双方火炮数目相当，交火中的战果也大体相同。敌军的实心弹落在靠近我部火炮的地方，溅了我们一身尘土，榴弹则带着地狱般的尖啸在空中炸裂。我意识到法军以相当精准的火力朝我们的火炮射击，而且也经打死了一名炮手，就让火炮向前移动10步。之后，敌军那致命的实心弹大多就从我们头顶上飞过了……
[186]



10步的距离似乎太短了一点，它并不足以引发显著变化。如果想要避开敌方炮火，一般状况下得移动相当长一段距离。不过，拉多日茨基的火炮可能正好位于一座缓坡上，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不仅向前移动，而且还略微降低了高度。

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梅舍季奇在1812年是第2重炮连（该连隶属于第11炮兵旅）里的一名军官，他提到自己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奉命支援凯克斯霍尔姆步兵团，该团列成了横队，先是遭到两门法军火炮的轰击，然后又受到几个法军骑兵中队的冲击。按照梅舍季奇的说法，他在这时率领火炮以快步进入适宜发扬火力的阵地，而后脱驾、射击，用霰弹斜射正在迫近的法军骑兵，打得骑兵在混乱中掉头撤退。

梅舍季奇随后着手转移火炮，将它们配置在凯克斯霍尔姆团右侧。敌军炮兵朝它们开火，其他几个法军骑兵中队也不急不慢地迫近。根据他和步兵团指挥官的约定，步兵和炮兵一道向前推进了大约70沙绳（约150米）。此后，梅舍季奇开始让炮兵朝着正在迫近的敌军骑兵发射霰弹。令俄军震惊的是，骑兵居然停了下来。梅舍季奇表示，由于骑兵不再构成威胁，他选择节约霰弹，为了减少步兵在随后战斗中的伤亡，因而将炮火指向法军炮兵，将弹种更换成实心弹。按照他的说法，俄军炮兵的前进令法军炮兵感到困惑，而且由于他们已经转移了阵地，法军又来不及调整表尺，炮弹就从头顶上飞过了。
[187]



从上文引述的梅舍季奇回忆录和其他诸多军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步炮兵，即便是重炮兵,也能让炮手坐在炮架和前车上，以快步完成机动。
[188]

 在战斗中，这种快步机动通常出现在有必要让炮兵尽快抵达预定位置的场合。当然快步有时也会用于迅速后撤，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战例：前文中提到过的卡尔波夫在1813年已成为第6轻炮连的一名军官，按照他的说法，在1813年2月1日/13日的卡利什战斗中，他们连在日暮时分遭到了敌军骑兵的冲击，该连让士兵坐在炮架上，以快步后撤大约200沙绳（约427米），就此脱离了险境。
[189]



俄军炮兵在1812—1814年的各个战局中表现出异常优秀的机动力。威尔逊评论道：“他们的炮兵马匹状况极好，极为机敏，技能也极为娴熟，因此在几乎所有不规整的地面上都能够自在、轻松、快速地奔驰，这就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190]

 当俄军有必要增强炮兵的机动力时，就会采用增加挽马的办法。在拉罗蒂耶尔会战中，由于地面非常泥泞，萨肯军炮兵主任尼基京就请求上级让他只带着36门火炮投入战斗，将另外36门留在后方，以便在必要情况下掩护前者退却，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后者的挽马将前者拖进战场。在这场会战中，每门轻炮由6匹挽马拖曳，每门重炮（12磅加农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由10匹挽马拖曳，士兵则坐在炮架、前车和弹药车上。
[191]



步兵极为尊重炮兵，他们热情地为炮兵欢呼，在战斗中鼓励炮兵并勇敢地保卫火炮。
[192]

 米塔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转述过他在博罗季诺会战结束后听到的一群伤兵间的谈话——步兵责难龙骑兵：“你们，骑兵，你们做得不对，你们踩踏了步兵。”可当伤兵们看到米塔列夫斯基后，就开始了赞扬，他们一致称炮兵为“我们真正的捍卫者”
[193]

 。

炮兵也珍惜步兵所给予的尊重。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中，当莫斯科步兵团奉命增援正在镇内战斗的部队时，米塔列夫斯基请求和步兵团同行，卡普采维奇将军虽然起初表示拒绝，后来还是许可他如此行事。米塔列夫斯基率领4门火炮走在正在快步行进的步兵团前头。炮兵在位于通往卡卢加的大道左侧、距离镇子不远的一处阵地上就位。俄军此时已经撤出小雅罗斯拉韦茨。法军步兵集群从镇里涌出，在距离火炮很近的地方列成了多个纵队。有鉴于此，米塔列夫斯基命令火炮脱驾，但法军步兵打出了一轮齐射，导致几名驭手和几匹挽马当场死亡或负伤。

米塔列夫斯基下令火炮装填霰弹。就在俄军炮兵准备完毕之际，法军正朝着他们杀来，米塔列夫斯基命令第一门炮开火，但那名手持点火杆的炮手并不能触及火门，此人还是第一次参与实战，他的手因而颤抖个不停。莫斯科团的各个营也在此时抵达前线并停下来列队，步兵们注视着颤抖的炮兵。米塔列夫斯基写道，他感到相当羞耻，于是就夺过点火杆，将那名炮手推到一边亲自开火。接下来，其他火炮也和这门炮一样开始射击。按照米塔列夫斯基的说法，由于敌军已经相当接近俄军，所以霰弹的杀伤力非常大，法军步兵成列成列地倒下，他们的步兵营也陷入混乱。俄军步兵为他的炮兵发出欢呼，他们快速射击，迫使法军退到了小雅罗斯拉韦茨镇郊的栅栏和建筑物后方。
[194]



在1812—1814年间，俄军炮兵并没有像1805年战局和1806—1807年战局那样受到敌军步行散兵火力的伤害。那位曾从其他军官口中听说敌军散兵导致俄军炮兵伤亡惨重的佚名军官写道：

在1812年，当我和法军初次交手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散兵火力有什么恐怖之处，这令我倍感震惊。在斯摩棱斯克、博罗季诺和小雅罗斯拉韦茨，我们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才因散兵受到了不大的损失，在此之后，我甚至没有看到我们的炮兵关注过一次散兵。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名士兵或一匹马被子弹命中，但只用位于侧翼的火炮打出一发霰弹，一般就足以将其驱散。这或许是因为法军中受过训练的优秀射手数量锐减，他们的步枪射击水准越来越差，也可能是因为步枪的质量愈加糟糕。
[195]



拉多日茨基也多次提到几发霰弹就足以驱散敌方散兵。
[196]

 或许敌军散兵的确开始害怕俄军的新式霰弹。整体而言，俄军散兵开始更有力地保护炮兵这一事实也可能有利于降低法军散兵对炮兵的威胁。尽管如此，即便到了1813年，敌军散兵有时仍然能够给俄军炮兵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甚至有可能迫使炮兵停止射击。比如说，俄普联军在吕岑会战后的撤退途中发生过多次后卫战，而在1813年4月23日/5月5日的后卫战中，根据西皮亚金将军的记载，波格丹·波格丹诺维奇·尼卢斯上校的第30重炮连就曾出现过因敌方散兵火力而被迫停止射击的情况。
[197]



从上文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俄军炮兵已经成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兵种，它能够有效地配合其他兵种作战。根据符腾堡的欧根的说法，这一时期的炮兵在各个兵种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几乎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保护炮兵、为炮兵投入战斗创造便利条件和运用炮兵上。
[198]

 炮兵的运用效率取决于炮兵组织好坏、能否将火炮部署到战场上最能发挥火力的地点和如何指挥炮兵。然而，就炮兵的组织结构和指挥效率而言，俄军的水准仍然不算很高——中层方面尤其如此。俄军炮兵的指挥结构发育并不完备，大部分炮兵依然会被分配到步兵师、骑兵军和胸甲骑兵师中，并不能扮演独立自主的角色。

军团炮兵主任理论上应当负责将炮群配置到有利于炮兵作战的阵地上，组织炮兵预备队和弹药补给，并且在交战中指挥炮兵。巴格拉季翁在他于1812年6月25日/7月7日发给第2军团的命令中指出，军团炮兵主任必须在战前告知全部下属交战期间应当去哪里找寻他，巴格拉季翁提醒部下铭记一件事，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列兹沃伊（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Резвой
 ）将军并没有这么做，因此需要他时没有人找得到他。
[199]



柳边科夫写道，在博罗季诺会战前一天，第1西方军团炮兵主任库泰索夫将军：

……沿着俄军的阵地骑行，与炮兵讨论火炮位置具备何种优势，询问我们部署每一门火炮的用意，如果我们做出了正确决策，他就会表示赞同。因此，他在看到我将一门火炮放在隘口后说道：“你做得非常好，炮手们得到了遮蔽，可以不受敌方炮火的伤害，而且它的活动空间也相当广阔。可这两门就太过暴露了。”我向他解释道，那两门炮位于一座陡峭小丘的顶部，而且能够自由机动，虽然处于敌军视野范围内，却不能为敌人标明方位，因为实心弹得需要非常好的运气才能命中它们。
[200]



柳边科夫当时身处第17炮兵旅第33轻炮连，该旅当时配属于第2步兵军（该军起初是位于全军最右翼的步兵军）第17步兵师。由于第17步兵师在会战期间将它的步兵团和炮兵转移到左翼，柳边科夫就不能在实战中验证他起初选择的火炮阵地分别具备哪些优缺点。

总的来说，俄军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并没有很好地安排炮兵投入作战。许多人将未能有效运用炮兵归因于库泰索夫将军在反击拉耶夫斯基炮垒时战死。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戈利岑（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Голицын
 ）曾在1812年担任库图佐夫的传令官，他表示：

不论是在会战期间，还是在会战结束后，库图佐夫都一再表示库泰索夫之死给军队带来了惨重损失。尽管库泰索夫伯爵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个优秀人才，而且当然也是军事舞台上的优秀将领，库图佐夫的话却与这个人本身没什么关系，这既是因为他对库泰索夫知之甚少，也是因为他当天并没有和炮兵主任［库泰索夫］待在一起。

人们并不清楚库泰索夫留下了什么命令，于是，我们在每一点上的火炮数量都少于法军，我们的轻炮时常得对抗敌人的重炮……在库图佐夫看来，这场会战本可以大获全胜，他反复强调未能取得全胜就源于［库泰索夫战死］这一事件。
[201]



俄军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库泰索夫将军战死导致战前组织的大规模炮兵预备队并未投入战斗，但实际情况是俄军已经用尽了预备队。
[202]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俄军炮兵连都在会战中表现活跃。等到日暮之际，俄军仅有2个重炮连、6个轻炮连和1个骑炮连损失不大；此外，位于最右侧的2个轻炮连和1个顿河哥萨克炮兵连根本没有投入战斗。
[203]



然而，俄军的炮兵预备队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炮兵军官帕维尔·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格拉贝是1806—1807年战局的亲历者，也是叶尔莫洛夫在1812年的副官之一，他对博罗季诺记载如下：

法军炮兵消耗了60000发炮弹，我军只用掉了20000发。前者总是集中使用炮兵，我军则是分散在各处阵地上。我们的炮兵预备队并非根据某位总指挥的思路行事，他们之所以投入战斗，要么是根据各位［步骑兵］主官的个人要求，要么是由于［炮兵］连长个人执着于勇武，［炮兵预备队］冲向敌军炮火最具毁灭性的地方，还没有准备完毕，还没有时间撤出上述地点，就发觉自己面对着上百门敌军火炮，这些敌方火炮的阵地经过了精心挑选，大多能够让敌军展开交叉射击。时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投入交战的炮兵连总是在交火之初就遭到打击和歼灭。未能及时给参战炮群提供弹药补给也令人不满，这是库泰索夫伯爵早早阵亡、［继任人选］又暧昧不定的后果。
[204]



在博罗季诺，拿破仑的炮兵得到了更有效的运用。他的炮兵在会战伊始就已编组成若干个拥有数十门火炮的大型炮群，每个炮群都由一位炮兵将领指挥。法军的大型炮群通常包括一个军的军属火炮，就连师属火炮也在其中，它由军炮兵主任统一指挥。炮兵预备队同样以庞大集群投入战斗。试举一例，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Louis-François Lejeune）在回忆录中指出，拿破仑曾命令他找到近卫炮兵指挥官让-巴泰勒莫·索尔比耶（Jean-Barthélemot Sorbier），让索尔比耶带着近卫炮兵的所有火炮（合计约60门）进入达武元帅第1军路易·弗里昂将军第2师占据的阵地，也就是谢苗诺夫斯科耶村所在的高地。勒热纳表示，近卫炮兵以快步行进，而后登上高地，接着加速到跑步并以左翼为基准展开，放列完毕后就开始朝俄军打出一轮霰弹、榴弹和实心弹混合的齐射。
[205]

 60门火炮就这样从预备队赶赴前线，而且迅速形成了炮群。这是一种颇有成效的炮兵预备队运用方式。

根据多种不同资料，拿破仑的炮兵在博罗季诺消耗了43500—90000发炮弹，其中最可靠的数据是60000发。至于俄军炮兵的消耗量，并没有可靠资料证实格拉贝提供的20000发数据，而且这个数据看上去实在太小了。历史学家阿·普·拉里奥诺夫（А. П. Ларионов
 ）写道：“在博罗季诺会战当天，俄军炮兵打出了60000多发炮弹。”
[206]

 但拉里奥诺夫并没有给出任何参考材料，所以笔者仍不知道这个数据源自哪里。

的确存在记载表明俄军炮兵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弹药补给工作做得不错，比如说，米塔列夫斯基就提到过当他的半连几乎耗尽弹药后，就有新的弹药车赶来提供补给，等到这批弹药也用完后，他还能再度得到补充。
[207]

 然而，米塔列夫斯基同样描述过半连右侧、拉耶夫斯基炮垒北面开阔地上诸多俄军炮兵连的命运，他的说法证实了格拉贝对俄军炮兵管理、指挥状况的论断：

当我们抵达［一线］时，一个部署在那里的重炮连刚刚撤离，另一个连在同一地点展开。可就在它能够脱驾、放列之前，数以百计的［敌军］实心弹朝那里飞去。人和马的的确确变了形，木片从炮架和弹药车里飞出。可当火炮和弹药车出现损毁的时候，连一声破裂声都听不到，就好像是某只看不见的手折断了它们。这个连在打出了大约5发实心弹后放弃了阵地，另一个连又来到同一地点，也蒙受了同样的厄运。不久之后又得换上第三个连……面对50乃至100门火炮，一个接一个地部署在我们右侧小丘上的各个炮兵连又能做什么呢？如果让三四个连突然展开并同时开始射击，那或许还有希望取得一定的胜利。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供炮兵展开，据说预备队里也有足够多的火炮。炮兵在其他地段的战斗可能也与此类似。这就难怪［库图佐夫］元帅会为库泰索夫将军之死感到惋惜。敌军炮兵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将火炮拖到一边，甚至把许多炮拉到后方。
[208]



奥库涅夫写道，他曾从帕斯克维奇将军那里（奥库涅夫曾在19世纪30年代效力于帕斯克维奇麾下）听说过博罗季诺会战中拉耶夫斯基炮垒北侧炮群的战况，那时，俄军在敌军首次攻占炮垒后发起反击并将其收复。法军则集结了众多炮兵轰击位于炮垒附近的俄军，他们的火力异常猛烈，显然是在准备新一轮冲击。就在这时，巴克莱·德·托利赶到了帕斯克维奇的第26步兵师中。帕斯克维奇请求他将60门火炮部署到此地，以此对抗敌方炮兵。巴克莱下令出动4个炮兵连（48门火炮，它们可能是从炮兵预备队里抽调出来的），但这些炮兵连是分成几批（par fraction）抵达的，在行进途中就被敌军炮火打得损失惨重，因而连12门炮以上的炮群都凑不出来。奥库涅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炮兵连会分批抵达，这或许是因为指挥权没有集中到一人手中。不过，奥库涅夫认为即便这48门火炮集体（en masse）抵达，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让一半以上的火炮就位，所以，俄军炮兵依然不可能从敌军炮兵手中夺取火力优势，因为这至少需要让60门火炮同时放列。
[209]



博罗季诺战场其他地段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另一些人，特别是尼古拉·阿德里阿诺维奇·季沃夫（Николай Адрианович Дивов
 ），在回忆录中提到，某些炮兵连参战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因惨重伤亡再也无法投入战斗，季沃夫文中提到的是由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霍文（Ег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Ховен
 ）中校指挥的第4预备炮兵旅第22骑炮连，早在会战开始时，敌军夺取博罗季诺村后，该连就遵照库泰索夫的命令在科洛恰河上某座桥梁前就位。
[210]

 因此，俄军实际上早在库泰索夫战死前就已经从预备队中抽调炮兵连。

日尔克维奇记载过第2近卫轻炮连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战况，它实际上生动地描绘了斯托雷平的推断：要是每一位炮兵主官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或遵从某位将领副官的意见移动炮群，那将会发生怎样混乱的情况。第2近卫轻炮连当时的连长是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戈格利（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огель
 ）上尉。会战打响时，这个连还位于战线后方，因而并没有直接卷入战斗，可还是在敌军的实心弹火力范围里待了大约两个小时。随后，该连奉命退却，直到下午1时左右为止，他们都身处敌军射程之外，而且还享用了一顿午餐。根据日尔克维奇的记载，随后出现了如下情况：

我们刚刚吃完小食，某位副官就赶了过来。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多赫图罗夫将军的副官，而且这人也姓多赫图罗夫。

“戈格利上尉的重炮连在哪里？”他吼道。

我和［阿法纳西·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雷平中尉一跃而起，朝他跑了过去，而且大声喊道：“就是我们连！”戈格利也开始解释说尽管他的确是这个连的主官，但它并不是重炮连，而是个轻炮连。多赫图罗夫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要求我们必须前往左翼，到时候他会在那里给我们指明地点。多赫图罗夫乘马走在前头，带着我们走进几乎无路可寻的林地；走到某个地方后，实心弹自天而降，它们的来势也越来越迅猛，这时，我们的领路人开始往左窜，想要远离炮弹。可我们刚刚走出树林，就遇上了一阵齐射，原来正前方恰好就是一个分成高低两层的敌方炮群。那位副官随即窜了回来，戈格利发了慌，向他吼道：“给我们指路！”

我和第一门火炮走在队伍前头，随即下令动身：“快步行进！”等到进入［第一条］战线里两个纵队的间隔中，我又喊道：“向左列队！”

敌军炮群的下层火炮射出了几轮霰弹，上层则开始发射实心弹，顷刻之间，实心弹就打死了戈格利的坐骑，霰弹则把我旁边那门火炮上的瓦克斯穆特［Ваксмут
 /Wachsmuth］少尉打得变了形。我们自行下令开火还击。下层火炮立刻赶往上层，但实心弹还是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我们坚持了不到一个小时，队列里已少掉了许多人，马匹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屠戮，还有三四座炮架被毁。

戈格利早就上报了我们的艰难处境。后来，韦利亚米诺夫的轻炮连赶来轮换，不过，由于韦利亚米诺夫受了一处挫伤，那个连实际上由洛德金［Лодыгин
 ］指挥。
[211]



如你所见，原先作为预备队的近卫炮兵连被一个接一个地抽调出来，它们与为数众多的敌方炮兵展开炮战，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坚持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被其他炮兵连替换。某些骑炮连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比如说，第3骑兵军第2旅旅长克罗伊茨少将就在战报中着重提到一点（克罗伊茨在战报中称呼自己时使用了第三人称）：

……骑炮兵——斯马金［Смагин
 ］连的12门炮——赶来与他［克罗伊茨］会合……这时，那个炮兵连已然覆没，余部被送到后方，尼基京连接管了它的阵地。可主官表现英勇也好，炮弹射击准确也罢，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它［尼基京连］遭遇毁灭。马匹和人员被打死，弹药车被炸上天，火炮遭到毁伤，［尼基京］上校本人也受了伤。随后是坎季巴连前来轮换。
[212]



尼基京的第7骑炮连隶属于第3预备炮兵旅，丹尼尔·费奥多罗维奇·坎季巴（Даниил Федорович Кандиба
 ）的第5骑炮连则来自第2预备炮兵旅。但笔者迄今为止仍然无法准确判定“斯马金”连是哪个连。
[213]

 因此，这些从预备队中抽出的炮兵连实际上是相继投入战斗：当某个连由于耗尽弹药或蒙受重大损失而丧失战斗力后，它就会转移到后方去，另一个连则上前轮换。上述几个连在博罗季诺损失非常惨重：第5骑炮连共有2名军士和32名列兵战死，1名校官、6名尉官、4名军士和50名列兵负伤，此外还有15名列兵失踪；第7骑炮连共有10名列兵战死，1名校官、8名尉官和33名列兵负伤。
[214]



利普兰季认为库泰索夫阵亡对博罗季诺会战的进程并没有显著影响，因为他的所有参谋人员和炮兵预备队的诸位指挥官都还活着。
[215]

 利普兰季写道：

……必须承认一点，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军的炮兵虽然时常强于敌军，却很少能将与敌军数量相当的火炮抽调到某一地点，也很少能抽调出与敌军相当的骑兵。

我军就像是抽调散兵一样，往往会先派出几门炮，然后逐步增加数量（同时投入的情况极为罕见），被指派去保护火炮的部队也是这样。此外，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咎于我军将炮兵分配给各个师的做法，因为敌军时常会将为数众多的炮兵集中起来对抗某一个师，可我军的这个师只能依靠自己的师属炮兵；即便敌军不加干扰，将相邻的师属炮兵抽调出来［联合作战］也极为困难，这是因为就算两个师隶属于同一个军，也得军长意识到这道命令的重要性而且不用害怕为此负责才行，就算这样，炮兵同样可能过了很久才接到军长的命令，也就不能及时执行。可要是相邻的师来自不同的军，那让师属炮兵联合作战就会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或者说至少也会消耗过多的时间。

总是有必要将预备炮兵转移到这类地域，转移过程中除去必需的时间，还需要总司令的个人授权——他并不会始终出现在这种地方——或参谋长乃至炮兵主官在权力范围内代理总司令行事。可是，预备炮兵的这种动作——它往往是提前做出的无用之举——却打乱了它。
[216]



利普兰季承认除去1813年8月25日/9月6日登讷维茨会战中俄军炮兵决定右翼态势的战例外，他从未听说过俄军在某一地点成功运用大规模炮群的战例。
[217]

 他提到的登讷维茨战例可能是指阿诺尔迪统一指挥他麾下的3个骑炮连——第4、第11、第13骑炮连抵达战场，在一处高地上建立炮群，然后朝着敌军猛烈射击，为联军在此战中取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218]

 上文中那位曾于1827年在《军事观察家》上刊登炮兵文章的匿名作者也提到了俄军骑炮兵的这一战例，不过他只提到了18门火炮。按照此人的说法，这些骑炮迅速从侧翼迫近法军皮埃尔-弗朗索瓦-约瑟夫·迪吕特（Pierre-François-Joseph Durutte）将军的师，一直推进到该师进入近程霰弹射程为止，然后利用火力使它陷入混乱，将它逐回登讷维茨村。他还补充说，这场战斗标志着法军当天的灾难就此降临。
[219]



因此，尽管俄军指挥层从1812年起已经开始将相当一部分炮兵留作预备队，可预备炮兵的管理情况仍然并不尽如人意。预备炮兵往往会抽出单个连增援前线或轮换某个受到重创的连，这并不能给战斗带来重大影响，只能勉强维持敌我实力平衡。即便在尝试同时让4个连投入战斗，希望以此在某一地段取得优势的场合，俄军实际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追根溯源，这种情况可能源于俄军炮兵的上层指挥架构并不完善，而且俄军炮兵将领和军官也缺乏让大规模炮兵集群在起伏地带冒着敌军炮火展开机动的经验。

不过，俄军炮兵即便在1812年也仍然时常迷恋于与敌方炮兵交火，本书前文已经就此给出了多个例证。某些步兵将领同样没有摆脱雅科夫·卡尔洛维奇·西弗斯曾经指出的恶习，会像1812年9月22日/10月2日的斯帕斯-库普利亚（Спас-Купля）
 后卫战中的米洛拉多维奇将军那样给麾下的炮兵发号施令——根据拉多日茨基的记载，米洛拉多维奇在这场战斗中曾对他说：“我命令你干掉这个炮群！”
[220]



在双方炮手训练水准大体相当的前提下，想要压制敌方炮兵，就有必要在口径或火炮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即便拥有这种优势，也得花费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取得压制战果，这是因为放列后的炮兵是相当渺小且分散的目标。可能会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口径和数量上都占优的大批俄军炮兵和在这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敌军炮兵卷入炮战，也就是说，俄军炮兵至多能够抵消敌军那些实力弱于己方的炮兵——甚至只是其中一部分炮兵，却无法给敌方步骑兵造成重大杀伤。实际上，炮兵应当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投入战斗，至少是要尝试尽量牵制敌方炮兵，同时将大部分火力集中到敌方步骑兵头上。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不论是西弗斯、戈格利、斯托雷平和韦利亚米诺夫在1812年开战前撰写的备忘录和文章，还是库泰索夫发布的《炮兵野战总则》，虽然对这一问题论述颇多，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产生足以彻底改变实战的影响。

炮兵有一种投入炮战的自然倾向，而且步兵将领和军官也时常要求炮兵这么做。为了不让炮兵卷入炮战，应当将炮兵——特别是预备炮兵——编组成由炮兵将领或高级军官指挥的集群，军团司令则要给炮兵集群设定明确的目标：轰击某一特定区域内的敌军步骑兵。不幸的是，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指挥层并没有遵照这一原则运用预备炮兵，炮兵也因此没有发挥出原本应当具备的作用。很难说俄军的这种做法原因何在：这可能是因为炮兵将领还不能娴熟地运用预备队，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权力不够。因此，正如格拉贝所述，俄军的预备炮兵在投入战斗时“要么是根据各位（步骑兵）主官的个人要求，要么是源于［炮兵］连长个人执着于勇武”。

巴克莱或许对预备炮兵的管理问题有所了解，因为他在博罗季诺会战前一天发布的命令中要求任何人都不得阻碍军团炮兵主任动用预备炮兵。
[221]

 1813年7月底/8月初，他又在《部队行军、作战、宿营总教令》中指出预备炮兵应由统帅亲自掌握。
[222]

 他大概已经意识到炮兵将领并不能准确判断应当于何时何地投入何等数量的预备队。

在1813—1814年，俄军有许多步兵师兵力严重短缺，到了这时，将完整的炮兵旅配属给这样的步兵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有的步兵师实际上仅仅配备了一两个炮兵连。至于余下的炮兵连，有些会编组成军长或兵团司令直辖的炮兵集群，有些则转入军团预备炮兵。有些步兵军的两个步兵师实际上仅仅配备了两三个炮兵连。
[223]

 巴克莱·德·托利在《总教令》中规定：

如果炮兵并未得到特别指令，那么它在行军途中应当以如下方式分配：每个步兵师配备1个轻炮连，并且要将它放在每两个相邻的［步兵］旅之间，也就是说，要将6门火炮放在第1、第2旅之间，6门放在第2、第3旅之间，此外，每个步兵军配备1个重炮连，它［在行军序列中］通常位于［步兵］师之间。
[224]



到了1814年，俄军炮兵的管理——至少在军级层面——终于有所改善。在这一时期，步兵军的炮兵主任能够管理军长麾下的所有火炮，军属炮兵也能够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地点。以克拉奥讷会战为例，萨肯中将命令军炮兵主任尼基京少将着手建立一个大型炮群，以此掩护沃龙佐夫将军的部队后撤。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根据尼基京回忆录写成的战史中表示，尼基京将36门轻炮配置在第一线，28门重炮配置在位于第一线后方60步处的第二线——第二线所处位置要略高于第一线，第一线火炮发射霰弹，位于第一线火炮横向间隔正后方的第二线火炮则发射实心弹和榴弹。这个炮群给追击沃龙佐夫部的法军造成了惨重损失，迫使法军停下了脚步。
[225]



不过，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格丹诺维奇声称他亲自考察过克拉奥讷战场，却并没有找到足以让炮兵列成两条战线，还能让两线同时开火的地方。除此之外，萨肯军的作战日志中也只提到了尼基京的炮群拥有36门火炮。
[226]

 然而，波格丹诺维奇毕竟是在几十年后才到访克拉奥讷，在此期间，战场地貌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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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高级战术

哈托夫在他出版于1810年的《战术通论》第二卷中提出了与军队组织和高级战术有关的若干观点。其中许多论点显然摘自18世纪的军事文献，它们反映的思想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已然过时。哈托夫虽然提到过师，却并没有将它们视作独立作战单位，反而认为师只是整体作战序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关于如何运用预备队，哈托夫摘引了如下说法：

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受到冲击的军队必须依靠他的步兵预备队挽救局面，许多战例业已表明，步兵［预备队］在开阔、平坦的地带很少能够用于扩张战果，它在多数时候会用作掩护败军退却的预备队。因此，平地上的预备队应当由最优秀的骑兵组成，它的指挥官应当是最有决心、最具天赋的指挥官，因为他们必须在无望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行事：要么加强用于冲击的部队，要么攻入敌军侧翼，用骑兵追击已被击溃的部队，为己方部队的重整争取时间……然而，在骑兵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段，特别是在防守阵地和攻击据点的过程中，为了轮换已被击退的步兵营或重新发起冲击，预备队无疑应当由步兵组成。
[2]



这一论述反映出相当典型的线式战术时代特征，当时，几乎所有骑兵都要在军队侧翼编组成庞大集群，步兵预备队不仅人数相对较少，而且也被视作战况不利时的最后依托：预备队要么负责填补主战线缺口，要么替换某一地段里已经丧失战斗力的部队，要么在全面失利之际掩护大军退却。

在预备队已成为攻防高级战术中最重要工具的拿破仑战争时代，这种理论看起来显然已经过时。早在1811年，克劳塞维茨就主张在防御战中以如下比例配置预备队：如果有4个师参战，就要留下2个师作为预备队；如果有5个师，那就得留下2—3个师作为预备队。他还强调庞大的预备队在进攻战中也相当重要，它可以让进攻方反复冲击主攻地段。
[3]



不过，哈托夫也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在与法军作战时选择阵地：

……在应对法军战术时，如果选择了太过坚固的阵地，那反而会无利可图，只要军队侧翼能够得到障碍物或野战工事的保护，那就最好把军队部署在平坦、开阔的地域；而且阵地前方应当尽可能没有任何遮挡，为此就要将很长一段距离内的所有栅栏和篱笆清除干净，还要将农田悉数焚毁，以免给敌方散兵提供掩蔽物。
[4]



哈托夫主张采用的战斗队形如下所述：第一线的步兵列成横队，第一线后方部署少量骑兵。第二线的步兵列成大纵队，每个纵队由一整个旅组成，余下的骑兵应当部署在第二线步兵之后。此外，第一线步兵前方还应当部署强大的炮群。

哈托夫解释说，这会迫使法军在开阔地上推进，使其受制于俄军的强大炮火。这样的话，法军就不能削弱某一部分兵力以增强局部地区兵力，也无法集中炮火轰击一点，反而只能沿着整条战线均匀分配步骑兵和炮兵。法军的散兵也没有地形地物可供遮蔽，如果他们敢迫近，俄军骑兵能轻易将其击退。如果法军步兵纵队迫近俄军阵地，俄军的第一线步兵将会以刺刀迎击法军，骑兵则从侧翼冲击法军纵队，这就会让法军陷入混乱。哈托夫指出，这样的情况在1807年战局中曾多次出现。就算法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线，他们也会陷入全面混乱，届时，第二线将会冲击法军，第一线则退到第二线之后。
[5]



哈托夫选择阵地的主张的确对某些俄军将领和军官产生了影响。比如说，科诺夫尼岑将军的笔记中就有一个条目几乎是重述了上文引用过的哈托夫的说法：

在对付法军的时候，太过坚固的阵地反而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只要能够保障侧翼安全，那就最好把军队部署到平地和开阔地上……而且阵地前方应当尽量无遮无挡，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把前方很长一段距离内的栅栏和篱笆清理干净。
[6]



不幸的是，该书作者在刊布这段文字时并未指出科诺夫尼岑在何时写下的这个条目。考虑到科诺夫尼岑在1812年之前始终未能与法军交手，他因此有可能从哈托夫书中摘引了这一说法，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和哈托夫引用了同一份材料。

可以注意到一点，巴克莱在记载1812年战争中第1西方军团作战行动时认为察廖沃-宰米谢（Царево-Займище）
 阵地利于防御，但他仅提出了下列说法作为论据：

军队可以在制高点上排成数道战线，也不会延伸得太宽，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敌军无所遁形。
[7]



有位匿名作者在1810年《军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在第一条步兵战线之后配置一定数量的骑兵。他指出，即便是在第一线成功击退敌军的情况下，它本身也会陷入混乱，届时，第二线的行进速度并不能快到及时赶来帮助，而当第一线被击溃时，要是它附近没有己方骑兵部队，就会面临敌军骑兵的严重威胁。他建议在第一条步兵战线前方配置若干散兵，如果地形有利于骑兵作战，就应当在第二线配置若干骑兵，如果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则第二线仍为步兵。
[8]

 这里应当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在1811年也设计了用于防御的基本战斗队形，他在第一线和第二线步兵之间同样部署了若干骑兵。
[9]

 然而，这样的战斗队形在实战——至少是大规模交战——中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事实上只能在某些小规模前卫战或后卫战中看到它。大会战中的基本战斗队形依然是将步兵列成两线或三线，骑兵则位于两翼或最后一条步兵战线后方。

另一位在同一期《军事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匿名作者则指出士兵——特别是俄国士兵——在攻击中的表现远比防守中英勇，对敌军前线部队取得的任何初步胜利都会鼓舞官兵的士气，攻击令部队具备心理优势，所以他坚持认为，即便在防守态势下也有必要择机转入攻势。
[10]

 哈托夫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每个人都知道主动进攻要远比坐等对方进攻有利，为了在防御队形中保持自卫能力，应当在部署部队时使其能够在必要情况下脱离阵地，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以此挫败其意图。
[11]



俄军在1812年战前并没有多少大规模演习，但师级演习频率倒是有所增加。以前文中提到过的科诺夫尼岑将军的1811年演习为例：参演部队分成两个分队，第一分队由切尔尼戈夫步兵团、科波尔耶步兵团、苏梅骠骑兵团的3个中队和6门轻炮组成，第二分队包括穆罗姆步兵团、1个混合掷弹兵营、苏梅骠骑兵团的2个中队和4门轻炮。两个分队相向机动，其中的骠骑兵需要特别关注前哨勤务，步兵则不论是在行进途中还是就位后，都要特别关注运用散兵掩护大部队。

科诺夫尼岑在演习前下达的命令（1811年8月26日/9月7日签发）规定“交战双方”的部队之间需要留出至少150步的间距，只有在骑兵冲击步兵时是例外，在这类场合中，骑兵需要贯穿步兵队形。如果某支参演部队能够以佯动迫使“敌方”转移阵地，或者在某一地段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方”，又或者攻入“敌方”侧翼或截断其退路，那就可以判定该部队获胜。如果某部队以大体相当的兵力攻击某一地段，或者正面冲击炮兵，又或者在长途迂回中太过分散兵力，那就不会被判定为获胜。
[12]

 值得注意的是，当1812年5月20日/6月1日的维尔纳军演结束后，沙皇亚历山大在谕令中将科诺夫尼岑的第3步兵师称作全军楷模。
[13]



俄军在1811年组建了编制固定的军。每个步兵军下辖2个步兵师（每个军合计24个步兵营，但该数据并不包括混合掷弹兵营，它们要编组成独立的旅或师）。每个步兵军仅配备1个轻骑兵团——这一般是骠骑兵团（下辖8个中队），所以，与拿破仑的军相比，俄军的步兵军骑兵数量不足，如果没有得到额外增援，就无法独立行动。此外，每个步兵军还会配备1个骑炮连。俄军的骑兵军实际上是师级单位，不过它的兵力也的确相当雄厚。

1812年1月27日/2月8日，俄军印发了一本名为《作战部队大兵团管理规程》的手册，列出了军团司令享有的权利。手册规定，要像执行最高谕令一样执行军团司令的命令，也就是说，要把军团司令的命令当作沙皇的命令。司令有权剥夺任何人——不论其军衔如何——的指挥权，将任何人逐出军队，对任何人处以军法审判，审核军事法庭呈递的死刑判决书，将军士提拔为军官，最高可将军官提拔为上尉，还能颁发四级军功勋章、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勇气”剑，以及二级、三级圣安娜勋章。就连身处军中的皇室成员也要服从军团司令。只有当皇帝亲自出现在军中时，军团司令才会交出指挥权，不过，如果皇帝下令让军团司令保留指挥权，他就仍然能够继续指挥。
[14]

 因此，与前一时期相比，军团司令的权力大为扩张，他的权威也有所上升。

然而，俄军中仍然残留着相当严重的18世纪遗风。在1810—1812年间，俄军的团名单——一份步兵团名单、一份骑兵团名单——仍然按照团的资历排列。有关骑兵团名单的法令指出，之所以要编录这类名单，其目的就在于“让团在整体队形中按照名单列出的次序排列”。
[15]

 这一原则实际上与18世纪的传统相符，那时，组建时间较早的团会被认为资历较深，而在战斗队形中，每一条战线里的团都要根据资历深浅依次排列，团资历越老，它的位置就越靠右。

这里还可以摘引维特根施泰因将军在1812年为下属部队（原为第1步兵军，后来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补充）编录的作战序列，它堪称保留18世纪传统的又一个典型案例。维特根施泰因的作战序列可以说具备典型的18世纪风格：军队由前卫部队、主力军（кор-де-баталь
 ，该词源于法文词组corps de bataille，意为军队主力）和预备队组成。主力军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每条战线各由一位将领指挥。然而，俄军新近引入的师编制却基本上被忽略了。在1812年战局中，维特根施泰因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援军，他也一再修订部队作战序列，但它的编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当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分成几个独立纵队时，每个纵队也设有自己的前卫部队、主力军和预备队。
[16]

 这些作战序列的作者或作者之一就是维特根施泰因的参谋长伊万·伊万诺维奇·迪比奇（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Дибич
 ）将军。

在1812年的第3西方军团和多瑙河军团中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况。对规模相对较小的军团而言，这样的“旧式”编制或许比新的师编制更便于作战，这是因为军团里仅有几个师，如果军团司令打算以师为单位展开机动，他的军队就会（因为机动单位数量不足）变得不够灵活。在规模较小的军团中，抽调前卫、后卫或侧卫部队时只需动用师中的部分兵力，这是因为一整个师已经大到不适宜执行这类作战任务。不过，将步兵主力军分成两线，每条战线各由一位将领独立指挥的旧式做法可能会让战线间的配合变得过于复杂，如果军队拥有上万兵力，而且正面相当宽阔，军团司令就无法掌控整条战线，也很难在第一线需要增援时适时出动兵力。以维特根施泰因所部为例，它在第二次波洛茨克会战时已经拥有50000多人，这场会战的交战正面也相当宽阔。

博罗季诺会战中的各个步兵军在各条战线里左右相邻，所以在某个步兵军负责的地域内，前后两条战线都由军长统一指挥。至于步兵师，除了两个师以外，其余各师均将下属各团分成两线，这样，师长就能够相当迅速地管理下属部队。所以，库图佐夫直接指挥的部队的确在会战中使用了新的师、军编制。

尽管如此，这些部队仍然存在组织问题。在1812年，第1、第2西方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后，甚至在库图佐夫直接指挥这两个军团时，它们仍然是由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分别指挥且拥有独立总部的独立军团。
[17]

 直到俄军放弃莫斯科后，第1、第2军团才于9月16日/28日在塔鲁季诺大营整编成一个军团。

当库图佐夫进抵第1、第2军团时，它们正准备在察廖沃-宰米谢阵地展开会战，本书前文已经提到巴克莱认为它是相当适于防御的阵地。8月18日/30日，米洛拉多维奇率领14500名受过训练的新兵前来会合，他们被编组成若干个步兵营和骑兵中队（后来还有2000多名新兵抵达）。8月19日/31日，库图佐夫和巴克莱、巴格拉季翁决心将这些营和中队悉数解散，将军官、军士、老兵和鼓手派往正在组建新部队的卡卢加（Калуга
 ），同时将新兵编入军中急需补充人员缺口的各个团。
[18]



就在同一天，库图佐夫下令放弃察廖沃-宰米谢阵地，向格扎茨克（Гжатск
 ）方向转移，因为俄军此前已在格扎茨克附近发现了一处适于防守的阵地。然而，库图佐夫决心继续撤出这块阵地，他希望能够在大会战之前让莫斯科民兵赶来会合。
[19]

 此外，博罗季诺会战前还有大约13000名士兵抵达军中，这些人中既有已经康复的伤病员，也有总警监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列维茨基（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Левицкий
 ）少将抓来的掉队人员和脱队劫掠者。
[20]



在博罗季诺交战的两支军队人数大体相当，库图佐夫的军队在数量上稍占优势，但这当中包括大约17000名因缺乏实战经验而被分配到各个团里的新兵，此外还有7000名在大会战中用处不大的哥萨克和20000多名民兵。只有一小部分民兵装备了步枪，其他人则只有长矛和斧头，而且所有民兵都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因而事实上无法承担作战任务。他们要么被派到炮兵里管理车马，要么用于帮助转移伤员，要么留在队列中，事实上没有参与战斗。因此，拿破仑在老兵和正规军方面拥有显著的人数优势，他在正规骑兵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法军拥有超过27000名正规骑兵，而库图佐夫的正规骑兵仅有17500人。不过，库图佐夫在火炮数量上还是占据优势：俄军拥有624门火炮，法军则仅有587门。

库图佐夫在他于8月23日/9月4日呈递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报告中将博罗季诺阵地称作“能够在平地上找到的最佳阵地之一”，但也提到左翼阵地较为薄弱。
[21]

 巴克莱后来指出，俄军的博罗季诺阵地中部（他的第1军团就位于中部）和右翼都不错，但左翼却无遮无掩，而且周围环绕着树林，林地和阵地间的距离仅有步枪射程。
[22]

 后来，本尼希森认为博罗季诺阵地总体而言相当脆弱，这是因为阵地前方的所有溪水、河流都可供徒涉，两翼也没有得到天然屏障的保护。
[23]

 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总的来说很难在俄国的这一地区找到适于防御的阵地：

有的地方沼泽庞大，有的地方树木众多，因而很难发现适于大规模部队构筑阵地的场所。在森林已被砍伐的地方，比如说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土地过于平坦，没有明显的山岭，没有深邃的峡谷，田地也是敞田，因而军队可以轻易通过。村落的建筑物由木头制成，因而并不适于防御。此外，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由于到处都散布着小树林，便于瞭望的地方也相当少。
[24]



因此，防御阵地的选择余地相当小，就算博罗季诺阵地存在种种缺陷，俄军也只能将就。利普兰季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

……就算人们把种种缺陷归结到博罗季诺［阵地］头上，可从察廖沃-宰米谢——库图佐夫在这里与军队会合——到莫斯科，再没有一处阵地能够比博罗季诺更适合我们了。
[25]



俄军在博罗季诺的阵地形状如何？修建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目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存在多个版本的解释。

根据第一个版本的说法，俄军的阵地起初是一条直线。科洛恰河陡峭的河岸很好地保护了俄军右翼，但左翼却没有得到任何地形地物的掩护，而且谢苗诺夫斯基溪那深深的溪谷就位于左翼后方不远处。于是，俄军在舍瓦尔季诺村附近的左翼地段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多面堡。库图佐夫在8月24日/9月5日视察了俄军阵地，下令折回左翼，将第2军团的主力部队部署在溪谷后方，并着手修建野战工事（它们后来被称作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以便巩固新阵地。在俄军调整阵地后，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就凸在新阵地前方，而且距离新阵地太远，所以，这座多面堡变得毫无用处，俄军不得不将其放弃。然而，敌军对俄军后卫紧追不舍，以至于俄军没有足够时间让部队撤下来转移到新阵地上。这样，俄军便有必要坚守多面堡一段时间。于是，双方就在1812年8月24日/9月5日发生了激烈的大规模交战，此战一直持续到日落，让第2军团相当一部分兵力卷入战斗。这个版本出自库图佐夫呈递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战报，身处右翼的第1军团将领和军官也主要秉持此说。
[26]



在这个版本中，部队的初始位置看起来颇为奇怪：左翼既没有得到天然屏障的保护，还能让敌军轻易地迂回包抄。不过，这块阵地可能是由第1军团时任军需总监托尔上校选定的，或者说他至少在挑选阵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此人本来就是以选择阵地和部署军队时的敷衍塞责闻名，而他的固执更是声名远扬。

达维多夫、日尔克维奇和第2军团军需总监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维斯季茨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Вистицкий
 ，此人在库图佐夫到任后开始兼任第1、第2军团军需总监）声称托尔原先将侧翼部队放在距离多罗戈布日（Дорогобуж
 ）不远的地方，预备队则几乎位于敌军战线后方。有人向托尔指出问题后，他便着手调整了阵地。新阵地接受了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的验收，巴克莱则向托尔提出了意见，指出有一座高地已经离右翼阵地近到足以让敌军在高地上部署炮群轰击第一线的地步，可高地离阵地又不算太近，而且有湖面将高地和阵地分隔开来，因而出动部队占据高地也没有什么意义。叶尔莫洛夫和勒文施特恩表示，托尔以其固有的直率——这已近乎尖锐——回应巴克莱，表示自己找不到更好的阵地，而且他也不知道如何创造阵地，此外，他同样找不到自然条件比博罗季诺更适合自己设想的地方。维斯季茨基、格拉贝、勒文施特恩和达维多夫则表示巴格拉季翁当场训斥了托尔，甚至威胁要给他“白背带”或“白十字”，也就是把他降为普通士兵（某些记载混淆了这两件事，或把它们编排成一件事）。
[27]



第2军团的某些将领和军官则就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用途给出了另一个说法。第2军团参谋长圣普列斯特将军（为俄军效力的法国人）声称俄军之所以要修建这座多面堡，只是为了监视敌军运动并协助后卫部队退却。第2军团军需总监维斯季茨基将军则表示修建这座多面堡的目的在于阻击敌军一段时间，就算部队撤离，俄军也没有必要转移阵地。
[28]

 俄国军官布图尔林在他用法文写成的《1812年战史》中得出如下结论：俄军修建这座多面堡是为了监视敌军针对俄军左翼的运动，并干扰敌方纵队的行进，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杂糅了圣普列斯特和维斯季茨基的观点。
[29]



曾在1812年供职于拿破仑总部的法军将领珀莱后来读到过布图尔林的书，他指出监视敌军的应当是骑兵而非多面堡，而且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也没有起到干扰拿破仑军队行进的作用，因为法军先头部队在第一轮进攻中就将它拿下了。
[30]

 因此，圣普列斯特和维斯季茨基的版本看起来无法令人信服。它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俄军要在舍瓦尔季诺鏖战许久，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将这么多部队投入战斗：如果只是要掩护后卫部队退却，那显然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后卫当时已经与主力会合。根据第一个版本，俄军的阵地原先几乎是平直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修建目的就是保护紧靠在多面堡后方的左翼阵地，它能够更好地解释事态发展。

会战前一天（8月25日/9月6日），俄军阵地再度发生变化。利普兰季表示，第一条战线前方250沙绳（约534米）处有一座土岗，日后闻名遐迩的拉耶夫斯基炮垒〔拉耶夫斯基炮垒在这场会战中被称作舒尔曼炮垒，这个名字源于据守土岗的第26重炮连连长古斯塔夫·马克西莫维奇·舒尔曼（Густав Максимович Шульман
 ，其德文名为古斯塔夫·丹尼尔·冯·舒尔曼（Gustav Daniel von Schulmann）〕就修建在这上面。直到那天为止，土岗上都没有部署重兵，当时只有几个步兵营和1个重炮连据守此地。

8月25日/9月6日，库图佐夫率领总部人员再度视察军队阵地。利普兰季听到他们就应当在土岗上修建何种工事和如何保护这一工事展开了讨论。本尼希森将军建议修建一座闭合多面堡（redoute fermée），也就是全封闭的土木工事，他主张在多面堡中驻扎2—3个炮兵连和4—5个步兵营。托尔上校对此表示反对，他并不主张修建闭合多面堡，而是计划在土岗顶部修建一座拥有18门火炮的简易炮垒（炮垒向后敞开），此外还建议调整部队阵地，让第6步兵军左翼和第7步兵军右翼以土岗为依托。他表示部队并不能在关键时刻及时支援或增援闭合多面堡中的守军，如果敌军攻占多面堡，俄军会损失许多人员和火炮，而敌军随后就可以掌握这片战场的制高点。

许多将领支持本尼希森的计划。巴克莱后来还声称是他建议库图佐夫修建闭合多面堡。
[31]

 按照利普兰季的说法，库图佐夫在公开场合一言不发，后来却与托尔一同骑行，和将领们拉开了一段距离后私下谈了一段时间。由于俄军实际上修建了一座容纳18—19门火炮的简易炮垒或角堡，第6军和第7军侧翼也以土岗为依托，显然，这要么是因为库图佐夫还是倾向于托尔的意见（托尔于1796年毕业于军官武备学校，而库图佐夫当时正是这所军校的校长，1812年，库图佐夫遇见托尔后感到很高兴，他将托尔当成了自己的第二参谋长
[32]

 ），要么是因为库图佐夫并未做出决定，而是任凭托尔自行发号施令。利普兰季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当敌军最终攻占炮垒时，俄军就得被迫在一片混乱中退回原有战线，还得面临敌军的猛烈火力和敌军骑兵的穷追不舍。他表示如果俄军采纳了本尼希森的建议，就会享有很大的优势，如果这座多面堡修建得很好的话，那么俄军的优势就会极大，因为强击多面堡的敌军如果从侧翼发起攻击，就会陷入混乱，还会把自己的侧翼暴露在位于多面堡后方的俄军面前。
[33]



应当注意到，本尼希森的主张实际上与1812年战前出版的某些理论著作相悖。本书在有关炮兵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戈格利将军在一篇与炮兵战术相关的文章中建议不应当将炮兵部署在位于主战线前方的孤立工事里。他还指出，炮垒需要留出一两条可靠出口供炮兵退却。
[34]

 杰缅季·伊万诺维奇·波格丹诺夫在1812年是一名工兵少尉，他还参与了拉耶夫斯基炮垒的最终修建阶段，从他对炮垒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有一道栅栏护住了炮垒后方，但栅栏上也留有两个出口。
[35]



俄国军官也不主张围绕闭合工事展开消极防御。一位经验丰富的猎兵军官在他于181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守卫工事的士兵通常会在敌军抵达壕沟时就已丧失信心，尽管那其实只是真正攻击的起始点，守军在那一刻实际上拥有诸方面的优势。
[36]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版的一本军事手册解释了这一现象：守卫工事的士兵依靠火力阻击敌军，他们将胸墙视为自己的保护者，如果他们看到敌军并没有被自己的火力挡住，他们就会丧失信心，敌军士兵一旦出现在胸墙顶部，守军就会陷入溃逃。这本手册的作者认为，与其让沿着胸墙部署的部队守卫工事，倒不如让预备队肩负守卫职责。这是因为预备队的士兵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反击敌军，所以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刺刀，并不是火力或胸墙。
[37]



本尼希森的意见看起来似乎错得很离谱。按照他的主张，多面堡既孤立，又无法让部署在它后方500米处的其他炮兵提供有效支援，敌军炮兵会抽出100门乃至更多的火炮集中火力打击它，它很快就会遭到摧毁和强击，继而不幸陷落，而远远站在多面堡后方的俄军步兵并不能及时发动反击并将其夺回。在部队前方修建孤立多面堡的想法或许源自1709年6月27日/7月8日的波尔塔瓦（Полтава
 ）会战——利普兰季表示本尼希森在讨论中提到过波尔塔瓦。
[38]

 然而，波尔塔瓦会战中的瑞典军队极度缺乏弹药，因为无法充分运用炮兵，且18世纪初的炮兵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要远逊于19世纪初的炮兵。

事实上，敌军在实战中第一次强击拉耶夫斯基炮垒时出现了如下战况：尽管炮垒本身和紧靠其左右两侧的俄军炮兵火力十分猛烈，敌军步兵还是对炮垒发起了正面强攻，他们杀奔炮垒并冲进内部。
[39]

 然而，由于俄军部队离它足够近，而且可以轻松地从后方杀入多面堡，俄军很快就将它夺回。如果按照本尼希森的主张修建闭合多面堡，法军步兵或许不会那么迅速、轻松地从正面攻克多面堡，但俄军并没有时间去完成这样一座堡垒。利普兰季本人和其他目击者表示，就连简易炮垒工事也没有彻底完工，土墙不仅相当低矮，而且在战斗中很快就被敌军炮火摧毁。
[40]



然而，第2军团的阵地变动和战前第6、第7军靠近拉耶夫斯基炮垒在俄军的主战线上制造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突出部，按照叶尔莫洛夫的说法，这就形成了一条“折射线”。
[41]

 因此，当敌军于当天早晨攻占博罗季诺村并着手准备进攻拉耶夫斯基炮垒后，随即让炮兵靠近了炮垒。符腾堡的欧根指出，部署在炮垒内部的俄军（帕斯克维奇的第26步兵师）承受了猛烈的交叉火力。
[42]



俄军的左翼较为薄弱，它并没有得到地形地物的充分保护，而且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从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就从俄军最左端的部队旁绕过。会战前一天，本尼希森将军计划将第1军团的第2、第4步兵军从右翼——科洛恰河可以很好地保护右翼——转移到中央，这样，除了由第3步兵军和第5（近卫）步兵军组成的预备队外，这两个军也能做好增援第2军团的准备。
[43]

 按照巴克莱的说法，他计划让两个军团向左平移，让他的第1军团据守戈尔基村和箭头堡群间的阵地（包括戈尔基村和箭头堡群在内），第2军团则转移到旧道上。
[44]

 巴克莱显然是希望继续指挥自己军团里的所有军，但在面对拿破仑这样完全有可能在俄军转移途中发动突袭的大敌时，让整支军队在敌军面前向一侧平移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此外，旧道上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供第2军团展开。

库图佐夫并未采纳本尼希森和巴克莱的计划，他只是将第3步兵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将它部署在旧道上作为俄军的最左端。尽管这个军仍然属于第1军团，可这道命令却绕过巴克莱直接发给了军长，这让他产生了怨言。
[45]

 当天晚些时候，虽然第3步兵军已然抵达旧道，但本尼希森却亲自找到军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中将，命令他调整部队位置：将该军朝前移动，与巴格拉季翁的第2军团连为一体。图奇科夫起初表示反对，他指出这么做会导致第3步兵军离开适于防御的阵地，进入难以据守的低洼地带，但本尼希森以库图佐夫参谋长的身份发布命令，图奇科夫也只能遵命行事。本尼希森的这一举动并未告知库图佐夫，后者直到会战结束后很久才得知此事。
[46]

 就算本尼希森做出了正确的调整，这个战例也表明两大军团的新指挥架构仍然无法顺利运转。总的来说，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俄军部队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太过密集：最后一条步兵战线在骑兵军的第一线之前300—400步处，最后一条骑兵战线则在预备队（近卫军）之前不到1000步处。
[47]



库图佐夫和巴克莱·德·托利都在战前发布的命令中要求部队尽可能久地保留预备队，并强调此事至关重要。
[48]

 巴克莱还告诫部队，如果在敌军溃逃时追得太远，己方部队就会面临危险，部队需要与友邻部队靠得足够近以便及时获得支援。
[49]

 会战当天早晨战斗打响之际，巴克莱身处坐落于戈尔基村前方的一座炮垒中，而炮垒又位于第4、第6步兵军之间，库图佐夫在多数时候待在第6步兵军后方某地，距离该军最后一条战线有将近1俄里（约1千米）远。
[50]

 巴格拉季翁则可能是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

8月26日/9月7日早晨，敌军在会战开始后以巴格拉季翁的第2军团作为主攻方向。守卫谢苗诺夫斯科耶（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的是混合掷弹兵师，第2军团各团第2营（后备营）的掷弹兵连编成了三连制的掷弹兵营，混合掷弹兵师便由这些营组成。师长沃龙佐夫将军在他用英文口述的自传中简略地描述了该师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初的表现：

[8月］26日一早，博罗季诺会战——毋宁说是博罗季诺屠杀——开始了。法军的全部兵力都对准我们的左翼，随之而来的就是攻击（由我师守卫的）箭头堡群。超过100门火炮朝我们轰击了一段时间，达武和奈伊这两位元帅麾下最优秀的法军步兵出动了大部分兵力，径直向我们开进。在经历顽强的抵抗后，我们的箭头堡群还是被敌军强攻得手，我们随后将其夺回，法军再度强攻，我军再度夺回，最终，由于敌军动用了极为强大的兵力，它们还是很快再度落入敌手。我在我们第一次夺回箭头堡群时被一发步枪子弹打伤了大腿，我那勇敢的师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将近5000名士兵中大约只有不到300名士兵和1名校官……［原文已省略］是毫发无伤或只受了轻伤，我军有四五个师在同一块土地上遭遇了非常相似的命运。
[51]



实际上，在沃龙佐夫师战前的4059名军官和士兵中，有将近2500人战死或负伤，另有1200人出于种种原因被打散，后来才与该师余部会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季莫费耶夫设法集结了大约100名掷弹兵，让他们在自己的营（立陶宛近卫团2营）旁边列队。后来，他将其中50名掷弹兵派往最近的炮兵连补充兵力。
[52]

 第27步兵师、第2掷弹兵师（第2军团的预备队，下辖6个掷弹兵团）、第4骑兵军和第2胸甲骑兵师也参与了围绕箭头堡群的战斗。

俄军有必要尽快增援守卫箭头堡群的部队。巴格拉季翁请求库图佐夫派出援军，但他并没有时间坐等他们抵达，于是就直接带走了能够在友邻部队防御地段找到的部队。根据拉耶夫斯基中将——他当时是第7步兵军军长，该军当时就位于日后以拉耶夫斯基命名的炮垒南侧、箭头堡群北侧——的说法，巴格拉季翁几乎带走了该军第二线的所有部队。
[53]

 不过，笔者并不清楚第7军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个步兵营赶赴箭头堡群。巴格拉季翁也要求第3步兵军（该军位于箭头堡群南面，据守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军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中将派来一个步兵师。不过，图奇科夫军并不属于巴格拉季翁军团，而且图奇科夫和巴格拉季翁的私人关系也相当紧张，因此，图奇科夫起初拒绝了巴格拉季翁的要求，但后来还是把科诺夫尼岑将军的第3步兵师派往了箭头堡群，科诺夫尼岑师随后再度从敌军手中夺回堡垒。

离箭头堡群最近的预备队是第1军团的第5步兵军，近卫步兵师就隶属于该军。库图佐夫命令第1军团出动第1混合掷弹兵旅和3个近卫步兵团（伊斯梅洛沃团、立陶宛团和芬兰团）增援巴格拉季翁。库图佐夫，下达这些命令时又一次绕过了巴克莱。后者的副官勒文施特恩表示，巴克莱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他亲自赶到库图佐夫所在地，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54]



因此，俄军出现了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主战线上的部队在各个地段间来回转移，军和师被拆成若干部分，来自不同军的部队会在同一地段投入战斗，全军预备队的动用时间也太早。大举增援多面堡群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在堡垒内部和后方、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及南侧堆积大量部队。因此，这一地段的部队列成了前后几条战线，在敌方火力下蒙受了惨重损失。

依靠这些援军的帮助，俄军得以在该地段发起多次反击，坚守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可巴格拉季翁最终还是受了致命伤，箭头堡群也落入敌手，他的部队在一片混乱中被法军击退。由于许多将领非死即伤，从各个军、师中抽出的部队也使指挥架构变得混乱，俄军的确很难恢复秩序。不过，在3个近卫团的帮助下，俄军还是稳定了局面，为重整其他部队争取了时间。科诺夫尼岑将军率先接过了左翼部队指挥权，后来，库图佐夫又让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多赫图罗夫中将离开他的第6步兵军，转而指挥俄军左翼。

与此同时，法军也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发动了第一轮攻击并将它拿下。巴克莱第1军团的参谋长叶尔莫洛夫表示他被库图佐夫派往左翼整顿炮兵，可他在骑行途中注意到敌军已经攻占了拉耶夫斯基炮垒，而俄军正在一片混乱中退却。根据叶尔莫洛夫的说法，他找到了由弗列贡特·帕夫洛维奇·杰米多夫（Флегонт Павлович Демидов
 ）少校指挥的乌法步兵团第3营（该团隶属于第6步兵军第24步兵师，该师位于戈尔基村和拉耶夫斯基炮垒之间），并亲自率领该营发动反击。在邻近炮垒的一条冲沟里，叶尔莫洛夫又发现了第18、第19、第40猎兵团，于是命令它们和乌法团一道发起刺刀冲击。俄军迅速夺回了炮垒，杀死了许多敌军士兵，余下的敌军不仅被击溃，还面临俄军的追击，法军第30战列步兵团团长夏尔-奥古斯特-让-巴蒂斯特-路易-约瑟夫·博纳米（Charles-Auguste-Jean-Baptiste-Louis-Joseph Bonamy）将军被俘（根据各类记载，博纳米身负12—20处刺刀伤，但他不仅活了下来，甚至还能站立不倒）。
[55]

 第18猎兵团的佐洛托夫（Золотов
 ）上士（此人后来转入第34猎兵团）因为活捉了这位法军将领而晋升为少尉。
[56]



巴克莱的副官勒文施特恩却声称实际上是他率领托木斯克步兵团（该团和乌法步兵团属于同一个师）的一个营率先冲向多面堡，叶尔莫洛夫只是率领其他部队跟在后面。勒文施特恩还表示是他亲自挥刀砍倒了博纳米将军。夺回炮垒后，叶尔莫洛夫拥抱了他，表示他一定能拿到圣格奥尔基勋章。可叶尔莫洛夫后来在战报中并没有提到他，反而把自己描述成主动投入战斗、率先带领部队夺回炮垒的人。
[57]



然而，不管叶尔莫洛夫和勒文施特恩在战斗中表现得多么英勇，这都只是反击战全局中的一部分而已。根据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回忆和一份战报，第26步兵师师长帕斯克维奇少将在炮垒右侧反击敌军，第12步兵师师长瓦西里奇科夫少将也在炮垒左侧发起反击。
[58]

 帕斯克维奇则提到第19、第40猎兵团从右侧进攻炮垒。
[59]

 因此，夺回炮垒的作战行动可以说是临时安排的，参战部队也来自多个军。

甚至早在夺回炮垒之前，第2步兵军军长巴格胡夫武特中将就已奉命率部从俄军右翼赶往左翼，正当这个军（它将猎兵团和炮兵留在科洛恰河一线的阵地上）在主战线后方行进时，敌军攻陷了拉耶夫斯基炮垒，此时，根据他从巴克莱·德·托利那里接到的新命令，巴格胡夫武特让他麾下两个师中的一个（符腾堡的欧根少将指挥的第4步兵师）改变行进方向，转而前往炮垒，随后亲自率领另一个师〔扎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尔苏菲耶夫（Заха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Олсуфьев
 ）中将的第17步兵师〕继续向左行进，帮助只剩下一个师的图奇科夫守住了旧斯摩棱斯克大道。

第4步兵师未能及时参与夺回拉耶夫斯基炮垒的战斗，但它还是协助守军稳住了炮垒以南地域的形势。随后，第4步兵师一分为二：两个团留在战线中央，另两个团在符腾堡的欧根率领下前往左翼与巴格胡夫武特会合。
[60]

 这样，第2步兵军就被拆分成多个部分，其中几个步兵团纵贯了整个战场，也就是从战场的最右端赶往最左端，其行军全程约为7千米。这种情况也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部队战前部署不力，因而被迫从会战起始时就不断转移。

敌军在攻占箭头堡群后又设法越过了谢苗诺夫斯基溪，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附近的高地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此后，俄军阵地的外形就变得越发弯曲了，位于拉耶夫斯基炮垒附近的部队更是承受了越发猛烈的交叉火力。
[61]

 敌军开始着手准备对多面堡发动下一轮强攻。就在此时，俄军第1骑兵军和哥萨克对拿破仑左翼的袭扰发挥了作用，敌军的准备工作不得不推后。这给了俄军恢复部队秩序、将预备队投入必要地点的些许时间。

最终，敌军还是对拉耶夫斯基炮垒发起了第二轮强攻。敌军骑兵的大规模冲击将炮垒后方的俄军部队钉在原地，使其无法发动反击。那时的炮垒已然遭到炮火重创，其程度严重到法国和萨克森胸甲骑兵能够冲击堡垒并成功突入其中，不过，这些胸甲骑兵随后被部署在堡垒后方的俄军依靠火力击退，最终拿下多面堡的还是法军步兵。
[62]

 当法军最后一次进攻炮垒时，俄军给守卫它的步兵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在得到特定命令后再开火。步兵在等待命令时沿着胸墙坐在堡垒里，堡垒内部还配置了两支规模较小的预备队。
[63]

 炮垒再度沦陷后，它的最后一位捍卫者——第6步兵军第24步兵师师长彼得·加夫里洛维奇·利哈乔夫（Пётр Гаврилович Лихачев）
 将军也沦为战俘。

敌军在攻占拉耶夫斯基炮垒后出动大批骑兵冲击俄军，但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骑兵战，敌军骑兵最终被俄军击退。法军步兵也打算出击，但同样撤回到炮垒内部。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目击记录，双方的军队此时都已筋疲力尽：

步兵集群已经损失到这种地步，投入战斗的兵力或许都不到原始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余兵员或死或伤，余下的要么后送伤员，要么在后方集结。简而言之，战线上遍布着巨大缺口。尽管双方炮兵为数众多，火炮就有2000门之多，可此时却只能听到零星的炮声，而且就连这些炮声似乎也不是原来那种有力的轰鸣声，反而让人听出了无力和嘶哑。骑兵几乎在各处接管了步兵阵地，以疲乏的快步发起进攻，他们来回奔驰，轮流争夺野战工事［Schanzen］。
[64]



直到此时，俄军仍然据守着戈尔基村所在的高地。法军将领珀莱写道，在拿破仑的部队进占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和拉耶夫斯基炮垒后，位于戈尔基（Gorki/Горки）村附近的俄军炮垒便能够纵射很大一部分战场，而且能够痛击（foudroyaient）任何一支从现有占领线继续向前推进的法军。根据珀莱的说法，拿破仑打算夺占这些炮垒，大约下午4时，他亲自上前侦察敌情。他离俄军阵地非常近，近到不仅遭遇了俄军炮火，甚至身处俄军散兵的火力范围之内。然而，他的总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元帅和近卫骑兵指挥官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Baptiste Bessières）元帅还是说服拿破仑放弃了夺占炮垒的打算。
[65]



到了这时，俄军余部已经在拉耶夫斯基炮垒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后方近几百步处的新阵地上就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图奇科夫将军受了致命伤，接替他指挥俄军左翼的巴格胡夫武特将军也被迫率部后撤，与左翼部队会合。敌军虽然打算追击他，但还是被俄军的反击和炮火击退了。这是当天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交战，但炮击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之久。

会战结束当晚，库图佐夫派人传信给巴克莱和多赫图罗夫，其内容如下所述（写给多赫图罗夫的字条由库图佐夫口述，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执笔）：

从敌军的所有作战行动中，我看出敌军在此战中的受损程度不下于我军，因此，鉴于我军已经开始与敌军交战，我决心在夜间整顿全军秩序，为炮兵补充弹药，明日继续展开会战。因为在现在的混乱状况下，任何退却都会导致我军丢失所有火炮。
[66]



正如勒文施特恩和利普兰季所说，俄军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场会战已经失败。
[67]

 多赫图罗夫将军后来告诉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表示他当时认为俄军已经取得此战胜利。
[68]

 库图佐夫也在当夜传令全军，告知他们将会在明天攻击敌军。
[69]

 根据叶尔莫洛夫的说法，官兵们欣然接受了这道命令。
[70]

 巴克莱写道，正当部队准备次日再战之际，突然又传来了后撤的命令。
[71]



博罗季诺战后的退却原因是什么？亲历者们对此说法不一。叶尔莫洛夫和参谋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比宁（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Щербинин
 ）写道，促使库图佐夫决心撤退的主要原因是左翼的战况，因为法军可以沿着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径直深入俄军后方，而且俄军也朝后退得太远了。
[72]

 利普兰季指出，俄军在当晚11时抓住了一名拜恩骑兵上校，他被带到俄军总部后供述拿破仑的近卫军并未投入战斗，它依然完好无损，这就是俄军退却的主要理由。
[73]

 库图佐夫本人则在呈递给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份简报中解释说，由于俄军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对剩余部队而言，原有的阵地已经变得太宽了。
[74]

 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戈利岑曾在1812年担任库图佐夫的传令官，他声称库图佐夫只是出于政治考量才宣称要在次日继续作战，但他实际上并不打算这么做，只是等待能够让他宣布撤退的战报，一旦他接到这些战报，就立刻下令后撤。
[75]



俄军实际上已经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打得筋疲力尽。截至傍晚时分，俄军仅有位于中部的2个近卫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各辖3个营）、位于右翼的4个猎兵团（8个营）
[76]

 以及6个炮兵连大体上完好无损（近卫军因炮火蒙受了轻微损失）。其余几乎所有单位都蒙受了惨重伤亡，步兵损失尤为严重，
[77]

 骑兵生力军也不复存在（尽管第1骑兵军损失相对较小），许多将领和军官非死即伤。第2军团的损失尤为惨重，各个军和师的下属单位混在一起，有的军、师实际上已被打散。

位于中央和左翼的俄军已被压迫到森林方向，这令据守阵地变得相当危险，因为只要敌军设法迫使俄军稍作退却，俄军就会被挤入林地，彻底陷入混乱。尽管俄军有必要攻击敌军，可在损失了这么多将领和军官后，它已经几乎不能成功完成机动，按照巴克莱的说法，俄军仍然可以展开防御，但并不能向前推进。
[78]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写道，当天深夜，就在库图佐夫计划次日攻击敌军之际，他亲耳听到了库图佐夫的话，就算俄军取得胜利，可在随后需要继续朝前推进时，俄军仍会面临极大的困难，正如库图佐夫所说：“因为我们的部队还不能很好地展开机动（parce que nos troupes ne sont pas assez manoeuvrières）。”
[79]

 因此，库图佐夫认为俄军的大规模机动能力仍不足以保证它发起长途冲击。

某些将领和军官指责库图佐夫在会战当天不够活跃，他离前线很远，而且几乎在原地待了一整天，尽管听取了战报，却几乎没有掌控会战进程，只是采纳或拒绝将领们提出的建议。有趣的是，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某些将领和军官同样以此为由指责拿破仑，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并不是典型的拿破仑式举动，还打算以拿破仑生病为由解释这一现象。

然而，这两种指责都没有依据。另一些目击者明确指出，拿破仑牢牢把握着会战进程，他给元帅们下令，派出将领重整败军，还在必要时亲自决定投入预备队。一些俄方目击者指出，库图佐夫也是如此指挥。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说法，他在当天多次传达库图佐夫的命令，库图佐夫亲自做出全部重要决策，如果他没有主动征求意见，就没有人胆敢提出建议。
[80]

 勒文施特恩和谢尔比宁提到库图佐夫听取将领和副官带来的报告，给他们下令，并做出投入预备队的决策。
[81]



直接操控会战进程的则是巴克莱·德·托利、巴格拉季翁——后来换成了多赫图罗夫、本尼希森和托尔。叶尔莫洛夫写道，巴克莱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亲自观察所有战事并指挥部队。
[82]



库图佐夫请求亚历山大一世为在会战中表现优异的本尼希森和巴克莱授勋。
[83]

 库图佐夫本人则被晋升为元帅。

博罗季诺会战结束后，俄军试图在莫扎伊斯克和莫斯科之间找到新的阵地，可最终也没有找到一处良好阵地，因而只得决定放弃莫斯科。战局在几场后卫战后进入间歇期，拿破仑停留在莫斯科，俄军则在塔鲁季诺建立大营。1812年9月16日/28日，第1、第2西方军团就地整编为一个军团。
[84]

 大批受过训练的新兵也抵达塔鲁季诺大营，为各个团补充了人力。

拿破仑的前卫部队在缪拉元帅指挥下朝着塔鲁季诺方向推进，但他只是将部队驻扎在距离俄军不远的地方，并没有做出任何积极举动。某些俄军将领开始劝说库图佐夫出动重兵突袭这支前卫部队。库图佐夫虽然勉强同意，却没有亲自指挥这次作战行动，而是将指挥权交给本尼希森，根据某些亲历者的说法，库图佐夫非但没有为此战的胜利做出贡献，反而还带来了阻碍。

在1812年10月6日/18日的塔鲁季诺或温科沃（Winkowo/Винково
 ）会战中，由缪拉元帅指挥的法军前卫部队遭遇俄军突袭，它本该被歼灭，但俄军参战部队中只有一部分及时抵达预定地点。自相矛盾的命令拖延了第2步兵军的行程，该军的部分人马和第4步兵军在树林里迷了路，抵达战场的时间远远迟于预定时刻。
[85]

 由由于己方因素的影响，俄军的作战计划并未落实，只能分批投入战斗，缪拉所部虽然损失惨重，扔下了许多战利品，可还是能够让部队主力大体安全地撤离战场。另一方面，俄军也蒙受了不少损失，那些在会战之初就分批投入战斗的部队损失尤为巨大。

因此，这场作战行动表明俄军的将领和部队还不具备顺利完成大规模机动的能力。
[86]

 根据勒文施特恩的记载，此战结束后，他听到库图佐夫对叶尔莫洛夫说：

您嘴里只有一个词：进攻！进攻！您并不理解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合同运动［mouvements combinés］仍然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总的来说，我们并不了解如何机动［nous ne savons pas manœuvrer］。今天就证明了这一点……
[87]



在1812年战局中，特别是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士兵再度表现出他们的优良品质：在防御中表现得坚韧、顽强。
[88]

 第一次波洛茨克会战中曾出现过短暂的战斗间歇，法军趁机突然集中兵力猛攻维特根施泰因麾下的小型军团中部。在此战中指挥法军的圣西尔将军写道，俄军士兵表现出了其他国家军人身上罕见的极度勇猛和无畏。俄军猝不及防，各个步兵营也被分割开来，但他们并没有陷入混乱。俄军异常缓慢地向后退却，展开了顽强的抵抗。按照圣西尔的说法，俄军的英勇创造了奇迹，他们之所以被迫退却，只是因为圣西尔麾下的4个步兵师全力以赴地发起猛攻。
[89]



总的来说，俄军在1812年战局中的战斗方式与此前诸多战局差异不大。俄军在防御中会以猛烈的枪炮火力迎击敌军，当敌军迫近后，就动用步骑兵发动反击，将敌军击退，然后再返回原阵地。如果敌军设法迫使俄军撤离阵地，俄军就会发动反击，竭力夺回阵地。

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的频率并不高，而且在攻击中表现非常谨慎，几乎不会同时投入所有兵力。即便在战局第二阶段，当俄军着手追击法军时，俄方也很少使用大部队果断发起进攻，反而宁愿以炮击和带有威胁色彩的迂回包抄驱逐敌军。

当俄军有可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克拉斯内截断拿破仑军队的退路时，战斗起初只是局限于炮击和局部冲击。库图佐夫担心遭遇失败、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因而极力避免决战。穆拉维约夫在这场战局中效力于库图佐夫麾下，根据他的说法，当库图佐夫的女婿尼古拉·丹尼洛维奇·库达舍夫（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ович Кудашев
 ）上校率领一支小部队截断道路并请求增援时，库图佐夫吼道：

告诉他，立刻放弃自己正在做的事，把道路清理干净。他还是个娃娃，以为这是跟普通人交手，可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我们对付的是拿破仑！不付出恐怖的代价不能挡住他那样的战士。对我们来说，把他赶出俄国，让他在逃跑途中毁灭就足够了。
[90]



俄军最终利用敌军以多个孤立纵队——各纵队之间还留有巨大间隙——沿着道路行进的情况横跨道路设立阵地，在11月6日/18日截断了奈伊元帅军余部的退路。然而，俄军还是以被动方式投入战斗，他们等待敌军发起攻击，然后以前文所述的方式击退法军。
[91]

 不过，俄军的防御相当成功，反击也颇为猛烈，因此，奈伊军非但没能冲破俄军防线与拿破仑的主力会合，反而遭遇了惨败。库图佐夫军团的《作战日志》对此战的最后阶段描述如下：

浓雾掩盖了敌军纵队的人数，他们迫近到近程霰弹射程之内，冒着猛烈的火力疯狂地冲向我军炮群，可在距离［炮群］250步的地方，他们遭遇了所有炮群集体打出的、最残酷的霰弹火力。

与此同时，另一个敌军纵队前去增援上述纵队，帕斯克维奇少将指挥一个旅端起刺刀朝着它冲了过去，近卫枪骑兵［团］在该旅右侧，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在该旅左侧［配合作战］，尽管面临着猛烈的会战射击火力，他们还是打垮、歼灭了一切当面之敌。
[92]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幕：

奈伊想要发起冲击，他将先头师列成密集纵队冲向我方炮群，霰弹如冰雹般倾泻到法军头上，但他们那破碎的队列在行进中不断迫近，就像英雄般闯入炮火。他们当中那些最勇敢的军官已经冲向了火炮，但就在这时，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帕斯克维奇出动了奥廖尔步兵团，该团以迅猛的刺刀冲击打垮了敌军先头纵队，其余纵队则被近卫枪骑兵在冲击中击溃……法军陷入了溃逃。
[93]



然而，俄军在击退奈伊部的冲击后并没有积极投入战斗，也没有彻底歼灭这支实力薄弱的孤立敌军，奈伊设法在夜间率部绕过俄军阵地逃脱。由于这次绕道途经森林和几乎冰封的河面，奈伊只能率领几百名幸存者与拿破仑的主力军会合，一路上落在后头的其他人员大多被俘。

普鲁士在1812年战局末期退出战争，并在1813年年初与俄国结为同盟。库图佐夫在1813年3月16日/28日逝世，维特根施泰因将军随后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他在1812年曾指挥过一个独立作战的小型军团，依靠一些中等程度的胜利建立过功勋。维特根施泰因发现他的处境异常艰难：联军中的好几位将军，比如说巴克莱、托尔马索夫、米洛拉多维奇和普鲁士的布吕歇尔，不仅资格比他老，而且在经验和权威方面也胜过他；此外，联军总部里还有沙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两位君主。事实证明，维特根施泰因并没有能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成功指挥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

1813年新战局打响之际，联军打算攻击拿破仑麾下正在赶赴吕岑城的军队。拿破仑的军队在行军途中拉得很开，而且并没有为大会战做好准备，就此给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可联军却没有立刻大举猛攻。根据罗什舒阿尔的说法，维特根施泰因希望让所有普军都从俄军前方通过后再列成战斗队形，这本可以在前一天完成，却让维特根施泰因在当天浪费了3个小时。
[94]

 而在会战进程中，联军添油式地渐次投入兵力，而且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联军骑兵也没有得到有效运用。联军的迟缓和法军的顽强抵抗给了拿破仑集中军队的时间，这导致联军在次日决心后撤。
[95]



其后不久，联军开始据守包岑附近的防御阵地，随后又遭到拿破仑大军的进攻。尽管联军在这场会战中并没有面临决定性失利，可还是再度被迫撤退。然而，这些失利并没有动摇俄军士兵的战斗意志。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格林卡在包岑战后写道：

在神圣的卫国战争和这场战局中，我们的士兵已经彻底习惯了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他们在忍受饥饿和困窘时仍能保持乐观，在激烈的战斗中，在［敌人的］实心弹和榴弹打击下，依然能够在机动中保持极好的队形，即便在退却时也对胜利充满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士兵一点都不再害怕法军。在5月3日的会战中，克恩上校想要轮换一条已经战斗了几个小时的散兵线，可散兵们喊道：“不要轮换！只要补充弹药，我们就能打到晚上！”在［我军］骑兵发动的许多次冲击中，步兵会以跑步冲上前去提供支援，用刺刀彻底歼灭敌军纵队。
[96]



普鲁士军官米夫林则注意到包岑会战中的俄军和普军在选择防御阵地方面观点并不一致：

[我］头一次注意到俄军和普军的原则差异。在与拿破仑交战时，俄军不仅依赖密布原则［Massen-system，在最重要的地点集中大部队的原则］，而且也将整个军乃至军团聚成密集队形。

他们在博罗季诺让10个师前后纵深排列，并且认为这场会战的光荣战果就源于这种部署。

而在普军方面，这种部署无论如何都会被视为错误，而在对付曾是炮兵军官又拥有强大炮群的拿破仑时，这尤为糟糕，他深知如何去惩罚这种错误。

普军并不需要这类做法，因为我军的所有步兵在散兵战和瞄准射击方面都得到过良好的训练；而在俄军中，只有猎兵团才能展开散兵战，其他所有步兵都对单兵作战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们普军特别强调利用阵地前方的障碍物保护阵地，因为敌军无法在不打乱队形的前提下通过障碍物，这样，我军就有机会在敌军抵抗能力最弱时发起攻击。

河流、溪水、沼泽和谷地是最适于防守的障碍物。可俄军并不理解这一点，因为在俄国的（草原）战场上很难找到这种强化防御的障碍物。

与此相反，俄军习惯于用野战工事强化防御，在选择阵地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也应当继续陌生下去，因为我们的士兵并没有足够的体力在行军一整个白天之后还连夜修建防御工事。
[97]



米夫林在一定程度上夸张了俄军在博罗季诺的队形纵深，他关于大部分俄军步兵无法散开作战、俄军不能利用地形地物的观点也太过武断，不过，米夫林总的来说还是准确地描述了俄军防御阵地的典型特征：阵地前方的地面平坦开阔，阵地上会修建野战工事，守军排列紧密，预备队距离前方战线也相当近。

米夫林运用障碍物的观点与克劳塞维茨在1811年提出的建议十分相似。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阵地前方存在河流、溪水和谷地，那就能够打乱敌军队列，迫使他们停下来重整队形。他主张在排兵布阵时以猛烈的火力笼罩这些障碍物，也就是说，如果拥有足够的炮兵，那么部队和障碍物的距离必须在霰弹有效射程（400—600步）之内，如果炮兵不足，那么就应当将距离缩短到步枪有效射程（150—200步）之内。应当将相当一部分兵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留在后方，随时准备发起刺刀反击。如果防御地段内兵力不足，那就只应当让散兵和炮兵直面障碍物，其余所有部队都要列成纵队，部署在后方大约600—800步处。此外，克劳塞维茨指出林地能够掩蔽敌军的动向，如果让部队侧翼或前方存在无人据守的树林，那就会犯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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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俄军和普军在选择阵地和部署军队时会出现差异，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俄军指挥层在防御中主要依赖炮兵，因而竭力为炮兵提供最佳射击环境：在战线前方留出开阔且大体平整的坚实地面。此外，当时的俄军将领还确信法军散兵优于俄军散兵，而在遍布乔木、灌木和路障的地方，法军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普军则没有那么强大的炮兵，他们的12磅炮非常少，而且普军也坚信自己的步兵火力并不弱于法军，自己的散兵同样不比法军差，因此主要依赖步兵。也就是说，当敌军在翻越障碍物途中队形发生混乱，又发觉自己面临猛烈火力，普军就可以用散兵与横队展开射击，再用纵队发起反击。

应当注意到一点，尽管米夫林声称俄军将领和军官十分缺乏利用地形的经验，但俄军在实战中并非如此。俄军创造过诸多利用地形地物的有趣战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俄军擅长让敌军误判己方军队规模。比如说，根据俾斯麦的说法，在1812年8月4日的战斗中，俄军后卫骑兵曾使用如下战术：这支骑兵的列队地点有能够掩蔽部队的小丘和树林。障碍物导致拿破仑的军官们无法侦察整条俄军骑兵战线。在他们看来，俄军的实力似乎十分强劲。走在全军前头、由缪拉指挥的拿破仑骑兵主力于是停下来与俄军对峙了几个小时，一直等到达武元帅的第1军抵达为止。其后不久，俄军骑兵开始退却。敌军这才发现小丘和树林后面根本就没有俄军骑兵，俄军只是在敌军能够看到的地段部署骑兵，让这些孤立部分形成“战线”。
[99]

 而在包岑会战中，米洛拉多维奇将军也运用过类似的战术，只不过欺敌规模有所扩大，正如他的副官格林卡所说：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本该再派出几个团增援我军［左翼］，可他却让步兵营和骑兵中队沿着坐落在［敌军］对面的高地拉长队形。众所周知，每个站在高地顶部的营在远处看来都像是一个纵队——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表明我们人多势众（faire paroitre les masses）！……这种做法往往会让敌军放弃包抄侧翼的大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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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岑会战结束后不久，维特根施泰因将军辞去了联军总司令职务，巴克莱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1813年7月底/8月初，巴克莱在《部队行军、宿营、作战总教令》中规定：

1.如果军队计划在选定的阵地上展开会战，就必须在进占阵地后遵循一条不可变更的原则：守卫阵地的第一线部队除非得到特定命令，不然绝不能离开阵地，就连敌军战败溃逃也不能动摇这一重要原则。

2.追击敌军是第二线或预备队的职责，如果军队攻击敌军，应当确立一条需要严格遵循的原则，将敌军逐出任何要点后，都要立刻在要点上部署炮群，用骑兵或轻步兵展开追击，但大部队应当立刻停下，在刚刚攻占的阵地上列队，这样，主官就始终能够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向大部队下达命令。队形严整是最有把握通往胜利的途径。

……

7.会战中的命令必须得到最严格、最准确的传达和执行。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能给不归他指挥的部队下令。
[101]



如你所见，巴克莱认为，先头部队成功驱逐敌军后，不应当让他们继续追击逃敌，而要立刻重整队形。他显然是担心立刻投入追击可能引发混乱状况，因为只要敌军从后方战线和（或）预备队中抽出新锐部队，就能轻易击退陷入混乱的俄军。如此谨慎的战术的确能够让俄军更好地坚守己方阵地和新近夺取的敌方阵地，但也让敌军能够迅速、轻松地收拢溃败部队，继而着手重整。这是因为俄军起初只会动用轻步兵和骑兵，追击力度相对较弱，但需要动用第二线和预备队的猛烈追击则只能姗姗来迟——上述部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才能赶到前方。

巴克莱之所以会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给不归他指挥的单位下令，其目的就在于遏制此前在俄军中广泛存在的做法：将领往往会认为自己有权直接向较为年轻的指挥官——哪怕此人并不在他麾下——下令。彼得罗夫讲过一件事，在吕岑会战结束后的联军撤退途中，由卡尔彭科少将指挥的3个猎兵团被编入后卫部队，投入阻滞敌军推进的战斗当中。当俄军撤到诺森（Nossen）镇附近的埃茨多夫（Etzdorf）村时，卡尔彭科将军命令彼得罗夫率领第1猎兵团据守通往德累斯顿的大道，在溪水流过的谷地边缘就位，然后赶往其他团。

按照彼得罗夫的说法，法军占据了谷地高耸、陡峭的另一边，在峭壁上架设了4门火炮，此后也没有继续向前推进。溪水畔有一座水力磨坊。但俄军猎兵并未据守磨坊的两座棚屋，因为这些建筑物非常脆弱，而且一旦法军占据谷地的峭壁，磨坊就处于法军步兵的有效射程之内。法军也同样没有据守棚屋。卡尔彭科离开半小时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图尔恰尼洛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Турчанинов
 ）少将指挥的一个俄军步兵旅从后方迫近彼得罗夫的阵地。他要求彼得罗夫派出猎兵进占磨坊，彼得罗夫表示他并没有从直接上级卡尔彭科将军那里接到相关命令，并解释磨坊并不利于防御，占领它也纯属徒劳。图尔恰尼洛夫声称要把彼得罗夫送上军事法庭，而后率领自己的旅赶往磨坊。

彼得罗夫将他的团交给另一位军官指挥，然后亲自找到卡尔彭科，向他报告了此前发生的事。卡尔彭科批准了他的决定。可等到彼得罗夫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磨坊已经燃起大火，四周还散布着俄军步兵的遗体。那位临时代替彼得罗夫行使职权的军官告诉他，法军先是用一轮霰弹迎击俄军步兵，而当俄军步兵进占棚屋并开火后，法军就用燃烧弹点燃了谷仓，迫使俄军离开棚屋，随后，法军在炮火之外又添上了步兵火力。于是，两个因此蒙受惨重损失的俄军步兵团就在一片混乱中溃退了。
[102]

 从彼得罗夫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图尔恰尼洛夫完全是自作主张，他只是想要自己获得荣耀，使猎兵蒙羞。要是彼得罗夫执行了图尔恰尼洛夫的命令，他就会徒劳地损失许多猎兵。幸运的是，和图尔恰尼洛夫这位上级的冲突并没有给彼得罗夫带来什么后果。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后卫战——它发生于1813年4月24日/5月6日——的官方记载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上述事件。
[103]



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下，将领主动给并不直属于他的部队下令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比如说在库尔姆会战中的关键时刻，法军猛攻俄军步兵时，迪比奇将军就自作主张地让近卫龙骑兵团投入战斗（参见讨论1810—1814年骑兵的章节）。

奥地利和瑞典在夏季休战期间加入了联军。联军部队编组成3个主力军团，俄军部队则被分配到所有军团里。军团司令都是外国将领：奥地利元帅施瓦岑贝格、普鲁士将领布吕歇尔和原为法国元帅的瑞典王储让-巴蒂斯特·朱尔·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

休战结束后，施瓦岑贝格指挥的联军主力军团打算发起攻势，但由于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而在德累斯顿会战中遭遇失利：联军未能在拿破仑率领主力抵达前击败坚守德累斯顿的法国元帅圣西尔。拿破仑在大举进攻中击败联军，迫使联军撤退。

联军可以说是运气不错，他们的军团设法击溃了拿破仑麾下的几个独立集群。麦克唐纳元帅在卡茨巴赫河畔的会战中战败。拿破仑也没有猛烈追击正在退却的施瓦岑贝格军团，只有旺达姆将军指挥一个军想要截断联军退路，可联军在库尔姆将他挡住，并于次日将其彻底击败。
[104]

 其后不久，奈伊元帅和乌迪诺元帅也在登讷维茨会战中受挫。在与拿破仑麾下的元帅和将领展开的上述会战中，联军通常先是保持守势，逐步消耗敌军，而后再转入攻势并取得完胜，最终抓获许多战俘并缴获大批火炮。

拿破仑将几乎所有兵力集结到莱比锡，联军的各个军团也从不同方向汇聚到这座城市，依靠巨大的兵力优势在为期3天的会战中击败了拿破仑。俄军在1813年战局这一阶段的所有大会战——特别是卡茨巴赫河、库尔姆和莱比锡会战——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俄国人喜欢果敢的布吕歇尔和英勇的普鲁士人，但讨厌谨小慎微的施瓦岑贝格和奥地利人。
[105]



在1814年战局中，俄军同样被分配到联军各个主力军团中，因此几乎参与了每一场大会战。然而，就战术层面而言，俄军的作战方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除了各兵种协同作战水平有所进步外，整体上仍然与1812年、1813年相同。不过，奥军、普军以及其他联军也没有在战术层面取得出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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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译注：这种“新方法”与吉贝尔提出的构想和法军1791年条令中规定的“二列射击”方法存在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一致，后两者都主张使用快速小幅擂鼓产生的低沉延续长音（roulement）作为终止射击的信号。参见Guibert, op. cit., t. 1, p. 88; Règlement … du 1er août 1791, p. 78-80。


②
 　译注：俄军军语中的师（дивизия
 ）和分营（дивизион
 ）词源均为法语词division，该词在法语中可以指军区、师、分营或炮兵分队。


③
 　译注：根据图奇科夫的记载，该团团长起初甚至还拒绝率部投入反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掷弹兵团时任团长为叶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克里什塔福维奇（Ег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риштафович
 ）上校，此人后来于1826年晋升为中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在卢比诺会战中共有9名军官负伤、110名士兵战死、128名士兵负伤、110名士兵失踪。参见Попов А. И.
 Смоленские баталии. Том 2.Непредвиденная баталия
 . М.：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 2012, с. 57-58, 90, 97, 101。


④
 　译注：即安东·安东诺维奇·比斯特拉姆（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истром
 ），亦称比斯特拉姆第一，其德文名为奥托·冯·比斯特拉姆（Otto von Bistram），时为第3骑炮连中校连长。


⑤
 　译注：即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亚库什金（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Якушкин
 ），1818年以上尉军衔退役，后成为十二月党领导者之一。


⑥
 　译注：法军指挥官乌迪诺元帅在亚库博沃战后的报告中也仅仅提到“敌军损失可观，我军抓获了五六百名战俘”，并未提及缴获军旗。因此，即便从法军视角来看，马尔博的说法也显然太过夸张了。参见Andolenko S. P. Aigles de Napoléon contre drapeaux du Tsar. 1799, 1805-1807, 1812-1814
 . Paris, 1969, p. 172。


⑦
 　译注：符腾堡第2骑炮连参与了从夺取克拉斯内镇开始的战斗，但仅有3门火炮能够抵达攻击俄军密集队形的现场，全连在整场战斗中也仅仅消耗霰弹16发。参见Gessler K., Tognarelli U. J., Ströbel T. Geschichte des 2.Württembergischen Feldartillerie-Regiments Nr 29.Prinzregent Luitpold von Bayern und seiner Stammtruppenteile
 . Stuttgart, 1892, S. 126-127。


⑧
 　译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科特利亚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отляров
 ）中校，第11炮兵旅旅长兼该旅下辖的第3轻炮连连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梅捷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хметев
 ）少将，第23步兵师师长。莫杰斯特·马特维耶维奇·奥库洛夫（Модест Матвеевич Окулов
 ）少将，第23步兵师第1旅旅长，雷利斯克步兵团团主。科特利亚罗夫和奥库洛夫均在1812年7月13日/25日的奥斯特罗夫诺会战中阵亡，而巴赫梅捷夫则是被误传阵亡。参见Попов А. И
 . Втор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Великой армии в рус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 Том 2.Бой при Островно.
 М.: ООО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2017, с. 13-14, 91.


⑨
 　译注：布龙贝格（Bromberg），即今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省比得哥什市。


⑩
 　译注：这一数据与法军条令中规定的每一名骑兵横向占地0.70-0.76米大致相当。参见Ordonnance provisoire sur l’exercice et les manoeuvres de la cavalerie, rédigée par ordre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 du 1er vendémiaire an XIII
 . Paris, 1804, p. 116。


⑪
 　译注：法军将拉耶夫斯基炮垒称作大多面堡（grande redoubte）。


⑫
 　原注：炮车轮轴之间相距15步，且1步=3尺，1巴黎尺=0.32484米，15步=14.62米; T***, 《Essai historique sur les manœuvres des batteries de campagne.》//Le Spectateur Militaire
 , t. 14, 1831, p. 48: 15—18步。



结语

俄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战争之初，俄军的高层组织架构和高级战术并不能与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相提并论，大部分将领和军官也缺乏对抗欧洲正规军的作战经验。到了战争末期，俄军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组织架构，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战术，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俄军怎样研究分析这种经验？它对俄军此后的训练和战术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就要留给后续的研究课题了。



附录



步兵列队行进时的步幅和步速



俄军

1797—1802年，步幅为3/4阿尔申（0.5336米）

慢步：每分钟75步，即40.02米

快步：每分钟120步，即64.04米

1802年后，步幅为1阿尔申（0.7115米）

慢步：每分钟75步，即53.36米

快步：每分钟120步，即85.38米

1809年后

慢步：每分钟75步，即53.36米

快步：每分钟110步，即78.26米

法军

1804年前，步幅为2巴黎尺（0.6497米）

常步（Pas ordinaire）：每分钟76步，即49.38米

行军步（Pas de route）：每分钟85—90步，即55.22—58.43米

快步（Pas accéléré）：每分钟100步，即64.97米

冲击步（Pas de charge）：每分钟120步，即77.96米

1804年后，步幅为2/3米（0.6667米）

常步：每分钟76步，即50.67米

行军步：每分钟85—90步，即56.67—60.00米

快步：每分钟100步，即66.67米

冲击步：每分钟120步，即80.00米

普军

步幅为2又1/3莱茵尺（0.7323米）

常步（Ordinairschritt）：每分钟75步，即54.92米

快步（Geschwindschritt）：每分钟108步，即79.09米

奥军

步幅为2/5寻（Klafter），即0.7586米

常步（Ordinärer Schritt）：每分钟90—95步，即68.27—72.07米

倍步（Doublierschritt）：每分钟120步，即91.03米

英军

步幅为2.5英尺或30英寸，即0.7619米

常步（Ordinary pace）：每分钟75步，即57.14米

快步（Quick pace）：每分钟108步，即82.29米



俄军火炮基本参数



炮身、炮弹和装药

[image: Figure-0709-0061]


独角兽炮的炮膛深度并不包括药室深度（该深度在括号中单独列出）。独角兽炮的药室是锥形的，也就是说，炮膛内径从最大值逐步向炮尾方向收紧成最小值。药室的底部是半球形。


口径数据引自：



Гогель И. Г.，Фитцум И. И.，Гебгард К. К. Основания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й и понтонной науки
 . СПб.，1816，ч.1，с. 125-126 таблицы
 （单位为英寸）.


游隙和炮弹数据引自：



Гогель и др.，Основания
 ，ч 1 ，с. 125-126 таблицы
 （单位为英寸）.

上表中的独角兽炮榴弹直径数据引自1808年7月25日/8月8日发布的最高谕令（ППЗРИ，т. 30，№ 23175
 ）。在1808年之前，½普特独角兽炮和¼普特独角兽炮发射的榴弹直径都要略小一些，因此，独角兽炮的游隙就会略大一点。


*炮身重量



上方数字引自
 ：Маркевич А.И.，Плотто В.К. Чертежи всем полковым и батарейным орудиям，их лафетам，зарядным ящикам с гнездами всех калибров и все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оных орудий.СПб.，1805 ，таблица на последней странице.



下方数字引自
 ：Гогель и др.，Основания，ч.1 ，с. 53.


炮架、前车和弹药车

[image: Figure-0710-0062]


所有火炮的前车车轮直径都一样，它与轻炮炮架的车轮直径相同，均为1.219米。


*包括车轮在内的炮架重量



上方数字引自
 ：Маркевич，Плотто，Чертежи

 ，最后一页的表格。


中部数字引自
 ：Гогель и др.，Основания
 ，ч. 1,，с.69，
 该数据包括螺杆重量在内。


下方数字引自
 ：Маркевич，Руководство，т.1，1820，с.500


“—”表示该书中不存在对应信息。


**前车重量（不含弹药）



上方数字引自：
 Маркевич，Плотто，Чертежи
 ，
 最后一页的表格。


下方数字引自
 ：Гогель и др.，Основания
 ，ч.1，с. 89.



***火炮全重（包括前车中的工具和弹药——6磅加农炮的前车里有18发炮弹、¼普特独角兽炮的前车里有12发炮弹——在内）
 ：


上方数字引自
 ：Маркевич，Плотто，Чертежи
 ，таблица на последней странице
 （1805年版本的图样中并无数据，该数据源自马尔克维奇在1820年出版的著作）.


下方数字引自
 ：Гогель и др.，Основания

 ，该数据计入了前车中的弹托重量，它源自1805年的图纸表格。

12磅加农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由6匹挽马拖曳

6磅加农炮和¼普特独角兽炮由4匹挽马拖曳


****弹药车（空载）重量



Маркевич，Плотто，Чертежи

 ，最后一页的表格。



法军、奥军、普军、英军火炮参数



法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使用的格里博瓦尔体系火炮（有过若干变动）
[1]



[image: Figure-0711-0063]


榴弹炮的炮膛深度并不包括药室深度（该深度在括号中单独列出）。

*装药：12磅加农炮装药为4巴黎磅，8磅加农炮装药为2又2/3巴黎磅，4磅加农炮装药为1.5巴黎磅，6寸榴弹炮装药为1.75巴黎磅（全药室）。

步炮兵中的12磅加农炮由6匹挽马拖曳，其余火炮由4匹挽马拖曳。

骑炮兵中的所有火炮均由6匹挽马拖曳

法军的新式火炮（括号中是列装年份）

[image: Figure-0711-0064]


榴弹炮的炮膛深度并不包括药室深度（该深度在括号中单独列出）。

*“远程”榴弹炮是普军10磅榴弹炮的仿制品，它有时被称作“普鲁士式”榴弹炮。资料中给出的“远程”榴弹炮口径与6寸榴弹炮相同（均为165.8毫米），普军的10磅榴弹炮口径则要略大一些（不少于170毫米）。

**5.5寸榴弹炮的口径与24磅攻城炮的口径相同，所以这种榴弹炮时常被称作24磅榴弹炮。

步炮兵中的12磅加农炮由6匹挽马拖曳，其余火炮由4匹挽马拖曳。

骑炮兵中的所有火炮均由6匹挽马拖曳。

奥军火炮

[image: Figure-0712-0065]


榴弹炮的炮膛深度并不包括药室深度（该深度在括号中单独列出）。



口径和游隙数据引自莫拉（Morla）的著作。伽桑狄（Gassendi）和马尔克维奇摘引过1811年前的奥军榴弹炮数据：10磅榴弹炮口径为170.7—170.9毫米（伽桑狄给出的游隙数据是4.3毫米，马尔克维奇给出的游隙数据是7.7毫米），7磅榴弹炮口径为151.1—151.5毫米（伽桑狄给出的游隙数据是4.7毫米，马尔克维奇给出的游隙数据是6.4毫米）。在0.2毫米误差范围内，所有作者的加农炮口径数据都几乎一样。



*装药重量引自莫拉（1827）：

12磅加农炮装药为2.5维也纳磅，6磅加农炮为1.5磅，3磅加农炮为0.75磅，10磅榴弹炮为1.875磅，7磅榴弹炮为1.25磅。根据另一则材料（Фитцум И. И. «Отрывки，касательно полевых орудий»//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
 ，1811，№ 3，с. 56
 ），奥军装药情况如下：12磅加农炮装药为3维也纳磅（1.68千克，装药与弹重之比为3:10），3磅加农炮装药为0.875磅（0.49千克，比例为7:20），7磅榴弹炮装药为1.34375磅（0.75千克，比例为109:1000）。



骑兵炮的重量并未计入机动期间坐在“香肠座”上的4名炮兵的体重。

12磅加农炮和所有骑兵炮都由6匹挽马拖曳，6磅常规加农炮和7磅常规榴弹炮由4匹挽马拖曳，3磅加农炮仅由2匹挽马拖曳。

普军火炮

[image: Figure-0713-0066]


口径和游隙数据引自普鲁士炮兵军官德克尔的著作（Decker，Die Artillerie
 ，T. 1，S. 46，51；T. 3，S. 259，Zu § 35. Seite 51）。德克尔还给出了旧式榴弹炮的相关数据：10磅榴弹炮口径172.6毫米，游隙6.3毫米；7磅榴弹炮口径150.4毫米，游隙6.6毫米。



*装药重量引自莫拉（1827）：

12磅加农炮装药为4柏林磅，6磅加农炮2.25磅，10磅榴弹炮2磅，7磅榴弹炮1.5磅。沙恩霍斯特（1813，S. 7）给出了同样的数据。根据德克尔的著作，12磅加农炮装药为3.5磅（1.637千克，装药与弹重之比为0.30）。马尔克维奇（т. 1，с. 501
 ）给出了下列装药比例：12磅加农炮为0.29，6磅加农炮为0.37，也就是说装药重量分别在35磅和225磅左右。沙恩霍斯特（1813，S. 8）给出的榴弹炮测试数据中10磅榴弹炮装药为2.5磅（1.169千克，比例为0.091），7磅榴弹炮装药为2磅（0.935千克比例为0.145）。马尔克维奇给出的榴弹炮比例是：10磅榴弹炮为0.1（装药为1.286千克或2.75磅），7磅榴弹炮为0.143（装药为0.920千克或大约2磅）。

**炮身、炮架和前车重量系1816年式火炮数据。拿破仑战争中的火炮数据几乎与此完全一样，只有6磅加农炮是例外，普军在拿破仑战争中拥有两种6磅加农炮：6磅骑炮的重量与1816年式6磅加农炮相当，6磅步炮则要略重于1816年式6磅加农炮。



12磅加农炮和所有骑兵炮都由6匹挽马拖曳，6磅常规加农炮和7磅常规榴弹炮由4匹挽马拖曳。不论步炮兵还是骑炮兵，普军的12磅加农炮和10磅榴弹炮都由8匹挽马拖曳，6磅加农炮和7磅榴弹炮都由6匹挽马拖曳。

英军火炮

[image: Figure-0714-0067]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军炮兵使用了多种火炮，这里仅仅列出拿破仑战争中运用范围最为广泛的火炮数据。



步炮兵中的轻型榴弹炮和6磅轻型加农炮由4匹挽马拖曳，重型榴弹炮、9磅加农炮和12磅加农炮由6匹挽马拖曳。

骑炮兵中的火炮需要比步炮兵中的同类火炮多用2匹挽马。



炮兵弹药



俄军

前车弹药盒中的弹药：

6磅加农炮：18发

¼普特独角兽炮：12发

12磅加农炮和½普特独角兽炮的前车中没有弹药。

弹药车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每门炮3辆弹药车，每辆车40个网格，共计80发实心弹、30发霰弹、10发燃烧弹

6磅加农炮：每门炮2辆弹药车，每辆车51个网格，加上前车的18发炮弹，共计90发实心弹、30发霰弹

½普特独角兽炮：每门炮3辆弹药车，每辆车40个网格，共计80发榴弹、30发霰弹、10发燃烧弹

¼普特独角兽炮：每门炮2辆弹药车，每辆车54个网格，加上前车的12发炮弹，共计80发榴弹、30发霰弹、10发燃烧弹

1808年后：每门炮配备20发远程霰弹和10发近程霰弹

1810年后：每门独角兽炮增配1发闪光弹

法军

前车弹药盒中的弹药：

格里博瓦尔体系中的12磅加农炮：9发实心弹

1803年体系（共和十一年体系）中的12磅加农炮：6发实心弹、2发霰弹

8磅加农炮：15发实心弹

6磅加农炮：18发实心弹、3发霰弹

4磅加农炮：18发实心弹

6寸榴弹炮：4发霰弹

5.5寸榴弹炮：4发榴弹、2发霰弹

弹药车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每门炮3辆弹药车）

格里博瓦尔体系：每辆车48发实心弹、20发霰弹（8发小霰弹和12发大霰弹）

1812年：每辆车60发实心弹、12发霰弹

后续战局：每辆车64发实心弹、8发霰弹

8磅加农炮（每门炮2辆弹药车）

格里博瓦尔体系：每辆车62发实心弹、30发霰弹（20发小霰弹和10发大霰弹）

1806年：每辆车72发实心弹、20发霰弹

后续战局：每辆车82发实心弹、10发霰弹

6磅加农炮（每门炮1.5辆弹药车）

1812年：每辆车116发实心弹、24发霰弹

后续战局：每辆车126发实心弹、14发霰弹

4磅加农炮（每门炮1辆弹药车）

格里博瓦尔体系：每辆车100发实心弹、50发霰弹（26发小霰弹和24发大霰弹）

1806年：每辆车120发实心弹、30发霰弹

后续战局：每辆车150发实心弹、18发霰弹

6寸榴弹炮（每门炮3辆弹药车）

格里博瓦尔体系和1812年：每辆车49发榴弹、3发霰弹

后续战局：每辆车55发榴弹、3发霰弹

5.5寸榴弹炮（每门炮2辆弹药车）

1812年：每辆车72发榴弹、3发霰弹

奥军

前车弹药盒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12发霰弹（6发小霰弹和6发大霰弹）

6磅常规加农炮：18发霰弹（9发小霰弹和9发大霰弹）

6磅骑兵加农炮：4发实心弹和10发霰弹（均为大霰弹）

3磅加农炮：12发实心弹和20发霰弹

7磅常规榴弹炮：2发霰弹

7磅骑兵榴弹炮：2发榴弹和5发霰弹

弹药车中的弹药（每门炮1辆弹药车）：

12磅加农炮：70发实心弹、10发霰弹（中霰弹）

6磅常规加农炮：160发实心弹、16发霰弹（大霰弹）

6磅骑兵加农炮：80发实心弹、16发霰弹（大霰弹）

3磅加农炮：120发实心弹、24发霰弹

7磅常规榴弹炮：80发榴弹、10发霰弹、3发照明弹

7磅骑兵榴弹炮：40发榴弹、10发霰弹、2发照明弹

10磅榴弹炮：54发榴弹、6发霰弹

普军

前车弹药盒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12发实心弹、9发霰弹

6磅加农步炮：56发实心弹、14发霰弹（另一说为45发实心弹、25发霰弹）

6磅加农骑炮：48发实心弹、12发霰弹（另一说为45发实心弹、15发霰弹）

10磅榴弹炮：4发榴弹、4发霰弹

7磅榴弹炮：15发榴弹、5发霰弹（另一说为14发榴弹、6发霰弹）

弹药车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每辆车80发实心弹、20发霰弹（另一说为70发实心弹、25发霰弹）

6磅加农炮：每辆车152发实心弹、40发霰弹（另一说为6磅步炮每辆弹药车143发实心弹、25发霰弹，6磅骑炮每辆弹药车90发实心弹、25发霰弹）

10磅榴弹炮：每辆车44发榴弹、9发霰弹、1发燃烧弹、2发照明弹（另一说为36发榴弹、8发霰弹、2发燃烧弹、2发照明弹）

7磅榴弹炮：每辆车66发榴弹、15发霰弹、1发燃烧弹、2发照明弹（另一说为7磅榴弹步炮每辆弹药车60发榴弹、20发霰弹、3发燃烧弹、2发照明弹，7磅榴弹骑炮每辆弹药车49发榴弹、16发霰弹、3发燃烧弹、2发照明弹）

英军

前车弹药盒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10发实心弹、2发霰弹

9磅加农炮：26发实心弹、6发霰弹（3发远程、3发近程）

6磅加农炮：40发实心弹（其中包括放在炮架上的小弹药盒，内含8发实心弹）、10发霰弹（5发远程、5发近程）

5.5寸榴弹炮：16发榴弹、4发霰弹（另一说为8发远程霰弹）

弹药车中的弹药：

12磅加农炮：每辆车52发实心弹、12发霰弹、8发榴霰弹

9磅加农炮：每辆车62发实心弹、10发霰弹（5发远程、5发近程）、12发榴霰弹

中型6磅加农炮：每辆车100发实心弹、20发霰弹（10发远程、10发近程）、20发榴霰弹

轻型6磅加农炮：每辆车92发实心弹、18发霰弹（9发远程、9发近程）、20发榴霰弹

重型5.5寸榴弹炮：每辆车42发榴弹、4发霰弹、8发榴霰弹、4发燃烧弹

轻型5.5寸榴弹炮：每辆车46发榴弹、6发霰弹、8发榴霰弹、4发燃烧弹



俄军火炮发射实心弹和榴弹时的射程
[2]





中管12磅加农炮发射实心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86（397）
	780（1665）



	2
	397（847）
	819（1748）



	4
	630（1344）
	845（1803）



	6
	708（1511）
	724（1545）



	8
	869（1854）
	***



	10
	1032（2202）
	***



	13.5*
	1097（2341）
	***



	23**
	1318（2813）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短管12磅加农炮发射实心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37（292）
	843（1799）



	2
	347（740）
	781（1667）



	4
	528（1127）
	874（1865）



	6
	742（1543）
	750（1601）



	8
	750（1601）
	775（1654）



	10
	916（1955）
	***



	16.5*
	1074（2292）
	***



	28**
	1264（2697）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6磅加农炮发射实心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33（284）
	787（1679）



	2
	378（807）
	665（1419）



	4
	689（1470）
	779（1662）



	6
	786（1677）
	928（1980）



	8
	901（1923）
	950（2027）



	9.5*
	963（2059）
	***



	19.5**
	1209（2580）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½普特独角兽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44（307）
	712（1519）



	2
	425（907）
	755（1611）



	4
	529（1129）
	910（1942）



	6
	652（1391）
	808（1724）



	8
	750（1601）
	849（1812）



	10
	806（1720）
	880（1878）



	12
	906（1933）
	936（1997）



	16*
	875（1867）
	***



	29**
	1190（2539）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¼普特独角兽步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79（382）
	627（1338）



	2
	397（847）
	708（1511）



	4
	437（933）
	593（1265）



	6
	541（1154）
	605（1291）



	8
	664（1417）
	674（1438）



	10
	690（1472）
	706（1507）



	11.5*
	962（2053）
	***



	25.5**
	1067（2277）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¼普特独角兽骑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33（284）
	698（1490）



	2
	354（755）
	664（1417）



	4
	502（1071）
	650（1387）



	6
	532（1135）
	657（1402）



	8
	657（1402）
	***



	10
	755（1611）
	***



	11.5*
	766（1635）
	***



	27.5**
	1155（2465）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3磅独角兽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间的距离

（沙绳，括号内为米）



	0
	103（220）
	466（994）



	2
	268（572）
	490（1046）



	4
	356（760）
	485（1035）



	6
	399（851）
	464（990）



	8
	510（1088）
	547（1167）



	10
	560（1195）
	579（1236）



	12
	639（1364）
	645（1376）



	14
	651（1389）
	***



	16
	659（1406）
	***



	17.5*
	630（1344）
	***



	33.5**
	755（1611）
	***




*螺杆调至最低位置。

**需要取下调节仰角的螺杆，将炮尾放在横档上。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法军榴弹炮发射榴弹时的射程
[3]





5.5寸榴弹炮（亦即24磅榴弹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装药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法寻，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法寻，括号内为米）



	0
	1.375磅（0.673千克）
	125（244）
	860（1676）


	
	2.0磅（0.979千克）
	135（263）
	865（1686）



	2
	1.375磅（0.673千克）
	343（669）
	892（1739）


	
	2.0磅（0.979千克）
	388（756）
	965（1881）



	4
	1.375磅（0.673千克）
	533（1039）
	890（1735）


	
	2.0磅（0.979千克）
	591（1152）
	900（1754）



	6
	1.375磅（0.673千克）
	655（1277）
	795（1549）


	
	2.0磅（0.979千克）
	743（1448）
	890（1735）



	8
	1.375磅（0.673千克）
	755（1471）
	785（1530）


	
	2.0磅（0.979千克）
	805（1569）
	*



	10
	1.375磅（0.673千克）
	945（1842）
	*


	
	2.0磅（0.979千克）
	964（1879）
	*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6寸“远程”榴弹炮发射榴弹



	仰角（度）
	装药
	初次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法寻，括号内为米）
	最终落地点和发射点的距离（法寻，括号内为米）



	0
	2.0磅（0.979千克）
	96（187）
	945（1842）


	
	3.0磅（1.469千克）
	130（253）
	1095（2134）



	2
	2.0磅（0.979千克）
	350（682）
	1015（1978）


	
	3.0磅（1.469千克）
	409（797）
	1123（2189）



	4
	2.0磅（0.979千克）
	565（1101）
	985（1920）


	
	3.0磅（1.469千克）
	584（1138）
	1025（1998）



	6
	2.0磅（0.979千克）
	694（1353）
	888（1731）


	
	3.0磅（1.469千克）
	762（1485）
	875（1705）



	8
	2.0磅（0.979千克）
	775（1510）
	*


	
	3.0磅（1.469千克）
	882（1719）
	*



	10
	2.0磅（0.979千克）
	936（1824）
	*


	
	3.0磅（1.469千克）
	988（1926）
	*




*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跳弹，最终落地点就是初次落地点。



霰弹



俄军霰弹

1807年新式霰弹（1俄国炮兵磅=0.488千克=32罗特，1俄国贸易磅=0.4095千克）



	火炮型号和装药重量
	小霰弹
	大霰弹



	中管12磅加农炮，装药4贸易磅（1.638千克）
	112颗5罗特（76.3克）弹丸
	41颗14罗特（213.8克）弹丸



	短管12磅加农炮，装药2.5贸易磅（1.024千克）
	98颗5罗特（76.3克）弹丸
	34颗14罗特（213.8克）弹丸



	6磅加农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96颗3罗特（45.8克）弹丸
	41颗8罗特（122.1克）弹丸



	½普特独角兽炮，装药4贸易磅（1.638千克）
	110颗5罗特（76.3克）弹丸、3颗14罗特（213.8克）弹丸
	40颗11罗特（167.9克）弹丸

16颗10罗特（152.7克）弹丸



	¼普特独角兽步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113颗4罗特（61.1克）弹丸
	45颗7罗特（106.9克）弹丸

15颗6罗特（91.6克）弹丸



	¼普特独角兽骑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94颗4罗特（61.1克）弹丸
	36颗7罗特（106.9克）弹丸

12颗6罗特（91.6克）弹丸




1810年后的霰弹

[image: Figure-0723-0068]




	火炮型号与装药重量
	小霰弹
	大霰弹



	中管12磅炮，装药4贸易磅（1.638千克）
	151发3号弹（全重9.739千克）*
	41发8号弹（全重8.122千克）*



	短管12磅炮，装药2.5贸易磅（1.024千克）
	132发3号弹（全重8.216千克）*
	34发8号弹（全重7.222千克）*



	6磅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72发2号弹和27发1号弹（全重4.782千克）*
	41发5号弹（全重4.633千克）*



	½普特独角兽炮，装药4贸易磅（1.638千克）
	94发5号弹（全重11.219千克）*
	48发7号弹（全重10.908千克）*



	¼普特独角兽步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151发3号弹（全重6.744千克）*
	50发5号弹和10发4号弹（全重8.079 千克）*



	¼普特独角兽骑炮，装药2贸易磅（0.819千克）
	132发3号弹（全重5.597千克）*
	40发5号弹和8发4号弹（全重7.192千克）*




*全重包括装载霰弹弹丸的铁底白铁罐重量。

法军霰弹

12磅加农炮，装药4.25巴黎磅（2.080千克）

大霰弹：41发重207.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10.218千克

小霰弹：80发重73克的弹丸，32发重7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9.912千克

8磅加农炮，装药2.75巴黎磅（1.346千克）

大霰弹：41发重135.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7.037千克

小霰弹：80发重48.9克的弹丸，32发重46.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7.067千克

6磅加农炮，装药2.25巴黎磅（1.101千克）

霰弹：41发重102.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5.507千克

4磅加农炮，装药1.75巴黎磅（0.857千克）

大霰弹：41发重7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3.671千克

小霰弹：59发重52.5克的弹丸，4发重70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4.181千克

6寸榴弹炮，装药1.375巴黎磅（0.673千克）

霰弹：60发重207.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15.909千克

5.5寸榴弹炮，装药2巴黎磅（0.979千克）

霰弹：76发重135.6克的弹丸

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法军炮兵已不再使用小霰弹。

奥军霰弹

12磅加农炮，装药3维也纳磅（1.68千克）

大霰弹：12发重463.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6.72千克

中霰弹：28发重170.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5.88千克

小霰弹：114发重43.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6.16千克

6磅加农炮，装药2维也纳磅（1.12千克）

大霰弹：28发重87.5克的弹丸，霰弹全重3.08千克

小霰弹：60发重43.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3.22千克

3磅加农炮，装药1维也纳磅（0.56千克）

霰弹：28发重43.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1.57千克

10磅榴弹炮，装药1.875维也纳磅（1.05千克）

霰弹：57发重140.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10.64千克

7磅榴弹炮，装药1.245维也纳磅（0.708千克）

霰弹：57发重87.5克的弹丸，霰弹全重7.0千克

普军霰弹

1磅=32罗特

12磅加农炮，装药4柏林磅（1.872千克）

大霰弹：18发重1磅（468克）的弹丸

中霰弹：41发重12罗特（175.5克）的弹丸，霰弹全重9.0千克

小霰弹：170发重3罗特（43.9克）的弹丸，霰弹全重9.2千克；或260发重2罗特（29.3克）的弹丸

6磅加农炮，装药2.25柏林磅（1.053千克）

大霰弹：20发重12罗特（175.5克）的弹丸

中霰弹：41发重6罗特（87.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4.7千克

小霰弹：170发重2罗特（29.2克）的弹丸，霰弹全重4.9千克

10磅榴弹炮，装药2柏林磅（0.936千克）

霰弹：56发重12罗特（175.5克）的弹丸，霰弹全重13.9千克

7磅榴弹炮，装药1.5柏林磅（0.702千克）

霰弹：70发重6罗特（87.8克）的弹丸，霰弹全重8.2千克

英军霰弹

12磅加农炮，装药4英磅（1.814千克）

大霰弹：15发重510.1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8.543千克

小霰弹：42发重184.21克的弹丸，霰弹全重8.021千克

6磅加农炮，装药2英磅（0.907千克）

大霰弹：12发重241.00克的弹丸，霰弹全重3.259千克

小霰弹：34发重99.19克的弹丸，霰弹全重3.373千克

重型5.5寸榴弹炮，装药2英磅（0.907千克）

轻型5.5寸榴弹炮，装药1英磅（0.454千克）

这两种5.5寸榴弹炮发射同一种霰弹：55发重85.6克的弹丸，霰弹全重5.668千克



霰弹射击测试结果



俄军火炮发射旧式霰弹（1807年前的型号）


标靶
 ：高8尺（约2.44米）、宽18沙绳（约38.4米）

[image: Figure-0726-0069]


“—”为对应距离全部脱靶。

俄军火炮发射1807年的新式霰弹


标靶
 ：高8尺（约2.44米）、宽18沙绳（约38.4米）

加农炮，最佳命中数

[image: Figure-0726-0070]


独角兽炮，最佳命中数

[image: Figure-0726-0071]


法军1765年霰弹测试


标靶
 ：高8法尺（约2.6米）、宽18法寻（约35.1米）

在一本重印过多次的法军炮兵手册中，标靶高度被错误地写成18法尺（5.85米），尽管其他书中列出的标靶高度只有8法尺，但某些历史学家依旧延续了这个错误。考虑到这个标靶代表的是一支骑兵部队，18法尺的数据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乘马的骑兵全高约2.5米。
[4]



[image: Figure-0727-0072]


普军霰弹测试

1莱茵尺=0.3138536米

6尺=1.88米，18尺=5.65米，50尺=15.69米，100尺=31.39米，200尺=62.77米

代表一个步兵营的标靶可能高6尺、宽200尺以上

普鲁士步=2又1/3莱茵尺=0.7327米






标靶
 ：高6尺（1.88米）、宽200尺（62.77米）
[5]



[image: Figure-0727-0073]



标靶
 ：高6尺（1.88米）、宽50尺（15.69米）
[6]





	距离，步（米）
	12磅炮
	6磅炮



	300 (219.7)
	33
	23



	400 (292.9)
	28
	17



	600 (439.4)
	10
	4



	800 (585.9)
	2 ¼
	2 1/6



	1000 (732.3)
	1 ¼
	—





标靶
 ：代表一个步兵营的标靶〔高6尺（1.88米）、宽度可能超过200尺（62.77米）〕，中霰弹
[7]



[image: Figure-0728-0074]



标靶
 ：高18尺（5.65米）、宽100尺（31.39米）
[8]



[image: Figure-0728-0075]


按照火炮型号区分的同一组数据

[image: Figure-0728-0076]




[image: Figure-0728-0077]




	距离，步（米）
	
	普鲁士10磅榴弹炮
	


	
	标靶代表1个步兵营
	标靶高6尺、宽200尺
	靶高18尺、宽100尺



	400（292.9）
	无数据
	27
	无数据



	500（366.2）
	无数据
	无数据
	6



	600（439.4）
	18
	12
	4—5



	800（585.9）
	12
	7
	—




[image: Figure-0729-0079]


高18尺、宽100尺的标靶命中数据看起来相对较低，这个数据可能写错了，它的实际高度也许是6尺（1.88米，大约相当于步兵身高）或8尺（2.51米，大约相当于乘马的骑兵全高）。



步枪参数



[image: Figure-0730-0080]




沙恩霍斯特1810年步枪测试
[9]





1莱茵尺=0.31385米

标靶高6尺（1.88米）、宽100尺（31.39米）、厚1寸（2.615厘米，云杉木板）

1普鲁士步=0.7323米

每个距离上的标靶都由10名士兵每人射击20发，一共射击200发。

表格中上方数据为命中数，下方数据为击穿数。

[image: Figure-0731-0081]




队列术语
①





队形：军人、分队、部队等共同行动时，按条令规定所采取的列队形式。

列：军人在一条直线上，左右排列成的队形。

路：军人在一条直线上，前后排列成的队形。

间隔：左右相邻军人（分队、车辆等）之间的空隙。

距离：前后军人（分队、车辆等）之间的空隙。

横队：按列排成的队形称为横队，其正面大于纵深。横队分为一列、二列、三列横队或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纵队：按路排成的队形称为纵队。通常，其纵深大于正面。纵队分为一路、二路、三路和四路以上的纵队。

伍：成数列横队时，前后排列的军人称为伍。各伍人数与列数相等时叫满伍，人数少于列数的叫缺伍。

基准战士（基准分队、基准车)：规定列队站在排头的或指挥员指定的军人（分队、车辆）。

翼：队列的两端。左端为左翼，右端为右翼。

轴翼：分队通过行进变换方向时，处于转弯内侧的一翼称为轴翼；另一翼为外翼。左转弯、左后转弯走时，轴翼在各列左端；右转弯、右后转弯走时，轴翼在各列右端。

步幅：步的长度（由后脚脚尖至前脚脚尖的距离和两脚平行的内侧间隔）。

步速：每分钟行进的步数。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1983年版本）附录六



注释




[1]
 　Gassendi, ор. cit
 ., t. 1, р. 502-503, 514-515,534-538; Маркевич, Руководство
 , т. 1, 1820, таблица № 36 между с. 410 и 411, с. 453-455, 500-502; Morla, op. cit.
 , Tableaux No. 2, 3, 6, 7, 9, 11, 15.



[2]
 　Гогель и др., Основания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й и понтонной науки
 , ч. 2, с.47 таблица
 （同样的内容见：Замечания для приуготовления молодых офицеров к воен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 Варшава, ч. 2, 1821, таблица в конце книги
 ）.


[3]
 　Caraman, 《Service d’artillerie en campagne》//Spectateur Militaire
 , t. 10, 1831, p. 429-430.


[4]
 　Tronson du Coudray C. L’artillerie nouvelle, ou éxamen des changements faits dans l’artillerie française depuis 1765.
 Liège, 1772, p. 66; Rogicourt d’Urtubie T. B. S. de Manuel de l’artilleur, contenant tous les objets dont la connoissance est nécessaire aux officiers et sous-officiers de l’artillerie, suivant l’approbation de Gribeauval
 . Paris, 5-me édition, 1795, p. 254. （后一本书将标靶高度误记为18法尺，索科洛夫在他的《拿破仑的军队》中沿用了这一错误，参见Соколов О. В. Армия Наполеона.
 СПб., 1999, с. 177。
 ）


[5]
 　Scharnhorst G.J.D. von Über die Wirkung des Feuergewehrs
 . Berlin, 1813, S. 17, 19 （俄译本见Нилус, op. cit.
 , т. 1, c. 299 таблица
 ）.


[6]
 　Ibid
 ., S. 19（俄译本见：Нилус, op. cit.
 , т. 1, c. 299 таблица
 ）.


[7]
 　Decker, Die Artillerie
 , T. 1, S. 255（同样的结果收录在：Okouneff, Examen
 , p. 322和Idem., Considerations
 , p. 262, 但“步”被错误地改成了“法寻”）.


[8]
 　Morla, op.cit.
 , Table No. 22.


[9]
 　Scharnhorst, Über die Wirkung des Feuergewehrs,
 S.80-82.[image: 0000-01]



注解：



①
 　译注：该内容为翻译时加入，原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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